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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父亲

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

他教导我：

事物有趣地配合在一起



中译本序

我很高兴《黑色雅典娜》第一卷能翻译成中文，这有若干理由。首先，它连接了我生命中的两大学术爱好，中国和“黑色雅典娜”项目。在我于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之前，我和中国的联系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七岁时，作家兼翻译家萧乾给了我一本他的书《中国而非震旦》（China But Not Cathay
 ），当时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在书的卷首插图中，他陈述了该书的主题，即中国不是神秘的东方天堂，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中华民族当时饱受日本侵略、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的苦难，但中国人民的力量终将战胜苦难。我最受吸引的地方是，他把这些用毛笔以中文写出来，辅以蓝墨水的英文翻译。

当我的父亲J．D.贝尔纳带我到剑桥拜访他的老朋友和同事李约瑟时，后来的联系就此形成了。李约瑟的书房里满是中文书和中国同事，他们耐心地解答了我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是1957年，1959年——整整五十年前！——我终于前往中国，在北大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留学。这是“大跃进”开始的“苦涩年代”。虽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我在那里的数个月里，中国对我的吸引和我对中国的了解都增强了。

我回到剑桥和毕业以后，开始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计划。虽然我最终出版了关于这个题目的一本小书，但在20世纪60年代，我越来越被两个重要的政治发展分神。其一是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使我参与了反对美国侵略的政治活动。其二是“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它既痛苦，又迷人。这两个过程在1975/1976年结束，正是在那时，我改变了研究领域。我意识到，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缓和，在西南亚，尤其是围绕着以色列国，紧张在增加，因此也变得更加有趣。

并不是我不再卷入中国，而是我被新题目吸引了。这其中有个人因素，因为我虽然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没有任何犹太教（或基督教）背景，但我有一些犹太血统。因此，我开始以特别的兴趣，但是用世俗的方式研究犹太历史。我无法接受通常的目的论/宗教方法，它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拥有对巴勒斯坦土地的神圣权力。根据这一观点，犹太人被视为不同于居住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其他古代民族。我却想在其背景中看待犹太人，他们与腓尼基人、迦南人和埃及人有着民族和文化关系。我很快意识到，所有这些民族都与古希腊人有密切联系。这实际上是古典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自己的观点。但很久以后，古希腊人在历史编纂上深深陷入19世纪北欧制造的“神话”中，这一神话使得他们迥然相异于他们南面和东面说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文化。

正是这一故事的不可信性引导我进入了《黑色雅典娜》项目。我开始遵从少数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希腊神话和黎凡特闪米特神话之间存在细致的相似性。从这里出发，我在两个方向上继续探索，首先我将相似性拓展到语言，尤其是词汇，其次我开始相信，埃及影响如果不比闪米特影响更重要的话，也是同等重要。因此，我开始寻找证据，以验证古希腊人的断言，即他们的宗教、数学和哲学是以埃及为基础的。

在《黑色雅典娜》的日译本序言中，我指出，我发现日本为古希腊提供了有用模式。毫无疑问，最早的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完全不同于中国，而且两种语言根本上不相联系。但另一方面，忽视、贬低或否认中国对日本文明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服饰、建筑、艺术、音乐、写作和词汇等，将是荒谬可笑的。然而，西方古典学家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日本”，即希腊的。他们几乎完全从本土和北方的根源方面研究希腊文化。这种方法注定要失败。借用一下20世纪中国有名的领导人制定的原则，我认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土法和洋法并举”
(1)

 。

如果日本模式与古希腊模式相似，那么，很明显与中国相对应的西方祖先就是埃及。古埃及吸取了其他非洲和西南亚民族的精华，它有延续了许多个千年的文化统一，发展出了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文明，这一文明对相邻社会的文明有重大影响。同样，中国文化的一些要素来自中亚和印度。但是，这些借用被完全整合进了本土的基础。中华文明对整个东亚具有中心意义，它给予的比它得到的要多得多。18世纪欧洲作家赞许地看到古埃及和中国之间的相似：官僚统治，对仪式和理性的强调，平民控制军队，重视稳定而非变化，书面符号有语音和语义内容，等等；相似性还表现在两个国家与周边社会相对位置的结构等同性。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以为，将任何一卷《黑色雅典娜》翻译成中文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任务太艰巨了。现在，郝田虎和程英证明我是完全错误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谢谢他们为翻译付出的精力和毅力。

马丁·贝尔纳

2009年7月






(1)
  这是毛泽东的话。——译者注



前言与致谢

《黑色雅典娜》背后的故事漫长而复杂，而且我相信非常有趣，足以作为知识社会学领域的个案研究，值得进行充分探讨；所以我在此只能勾勒出简要的轮廓。我接受的训练是中国研究；几乎二十年中，我做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领域是20世纪之交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关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1962年以后，我对印度支那战争日益关心，在英国几乎不存在任何有关越南文化的严肃学术成果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义务研究越南文化。这既是为反抗美国在那里的压迫运动做贡献，也是因为越南本身有迷人的、极其吸引人的文明，其性质既是彻底混合的，又是完全特殊的。我也研究过日本的历史，在许多方面，越南和日本为我研究希腊提供了模式。

1975年，我遭遇了中年危机。危机的个人原因并不特别有趣。但是，在政治上，它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结束以及我意识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即将结束有关。在我看来，现在世界上危险和兴趣的中心焦点不再是东亚，而是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一转变使我开始关心犹太历史。我血统中分散的犹太成分会给试图适用纽伦堡法案的评估者带来噩梦，我虽然很高兴有这些犹太成分，但此前并未过多想过它们，也没有过多思考过犹太文化。正是在这一阶段，我被我的“根”中的这个部分以一种浪漫的方式迷住了。我开始调查犹太古代历史，由于我本人处于边缘，我还调查了以色列人与周围民族，尤其是迦南人和腓尼基人之间的关系。我一直知道，后者说闪米特语，但我震惊地发现，说希伯来语的人和说腓尼基语的人彼此听得懂，严肃的语言学家把二者当作单一的迦南语的方言
 。

在此期间，我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发现了在我看来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大量的惊人相似。有两个因素使我不能接受这些只是偶然的巧合。第一，我学习过汉语、日语、越南语和一点齐切瓦语［（Chichewa）一种在赞比亚和马拉维口头使用的班图语］，意识到如此数量的相似之处在彼此没有接触的语言中是不正常的。第二，我现在意识到希伯来语/迦南语不仅是在巴勒斯坦的山区与世隔绝的内陆一个小部落的语言，它还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通用口头语，遍布腓尼基人航海和定居的地方。因此，在我看来，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或者至少这些词语中间缺乏印欧语词根的词汇——不是从迦南语/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借词。

在此阶段，在我的朋友David Owen的引导下，我受到Cyrns Gordon和Michael Astur的著作很深的影响，他们论述的是闪米特和希腊文明之间的一般性接触。而且，Astur使我信服，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创建底比斯的传说包含真实的内核。但是，像他一样，我摒弃了埃及殖民的传说，认为它们是彻底的幻想或者搞错了身份，而相信殖民者实际上是说闪米特语的人，无论希腊人是如何记录的。

我在这个方向研究了四年，最后确信，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其来源可以追溯到闪米特语。这些，连同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印欧语词汇，仍然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无从解释。这一不可减缩的部分习惯上被认为是“前古希腊的”，或者假定一种第三外部语言，安纳托利亚语或者我认可的胡里安语——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我摇摆不定。但是，当我调查这些语言时，它们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有希望的材料。只是在1979年，当我浏览一本切尔尼（Černy）的《科普特语词源词典》时，我才能对晚期古代埃及语有一些感觉。我几乎立刻意识到这就是那第三种外部语言。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确信，埃及语可以为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希腊语词汇提供可信的词源，以及多数希腊神灵名字和许多地名的词源。把印欧语、闪米特语和埃及语词根放到一起，加上进一步研究，我现在相信，可以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希腊语词汇提供可信的解释，这在任何语言中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因此，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寻找“前古希腊的”因素了。

在我研究的开始，我就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如果一切都像你坚称的那样简单和明显，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认识到呢？我读了Gordon和Astur的书，这个问题得到了回答。他们将地中海东部地区视为一个文化上的整体，阿斯特还证实，反犹主义解释了为何否认腓尼基人在希腊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偶然发现埃及成分之后，我很快更加剧烈地卷入了“我为什么从前没有想起埃及？”的问题。它是如此明显！在希腊形成的几千年期间，埃及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最伟大的文明。希腊作家们详细记述了他们从埃及宗教和文化的其他元素中得到的恩惠。而且，我发现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更加令人困惑，因为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埃及学家，我孩提时对古代埃及极其感兴趣。显然，针对将埃及与希腊联系起来存在着很深的文化阻隔。

在这一时刻，我开始调查有关希腊起源的历史写作，以便确定希腊人真的相信他们被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过，他们的大部分文化得自这些殖民地，以及后来对黎凡特的研究。

我又一次非常吃惊。我吃惊地发现，我开始称为“古代模式”的东西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推翻，我被教导的希腊史版本远远不是像希腊人本身一样古老，而只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发展起来。Astur教导我，历史写作中对腓尼基人的态度受到了反犹主义的深刻影响；因此，我很容易将摒弃埃及人与19世纪北欧种族主义的爆发联系起来。与浪漫主义的联系以及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紧张状况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弄清楚。

因此，总的来看，《黑色雅典娜》中展开的规划耗费了我十多年的精力。在此期间，我在剑桥和康奈尔都是公认的讨厌鬼。我像老水手一样，拦下无辜的过路人，向他们诉说我最新的不完善的想法。我从这些“婚礼宾客”身上受惠良多，即便只是因为他们耐心地听讲。
(1)

 我更感激他们提出的极有价值的建议，虽然我仅仅向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了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帮助是无法计算的。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他们对我的论题表现出来的激动，感谢他们给予了我信心，使我相信挑战如此众多的学术学科的权威不是疯狂。他们似乎相信我所说的，他们使我信服，虽然我的一些具体观点大概是错误的，但我的方向是正确的。

我亏欠专家们的是一种不同的感激。他们不只是挡着我的道。我追到他们休息的地方，不断打扰他们，请求他们提供基本信息，解释他们自己的观点背后或流行的看法背后的原因。尽管我过多占用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尽管我有时搅乱了他们最珍视的信念，但他们都很有礼貌，都很有帮助，经常为了我付出相当的努力。“婚礼宾客”和专家的帮助对我的规划具有核心的、必不可少的意义。在许多方面，我把整个事情视为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努力。一个人不太可能覆盖所有相关领域。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大量的外来帮助，我也不可避免地没有做到专题研究应该具有的彻底性。而且，我充分意识到自己没有理解或没有适当吸收我所收到的许多最好的建议。所以，读者将会发现许多事实或阐释的错误，但下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以任何方式为这些错误负责。然而，这一著作的荣誉归于他们。

首先，我愿意感谢那些先生和女士，没有他们，本书将无法完成：Frederic Ahl、Gregory Blue，已故和受到深切哀悼的Robert Bolgar、Edward Fox、Edmund Leach、Saul Levin、Joseph Naveh、Joseph Needham、David Owen，以及Barbara Reeves。他们以不同的比例，给予我信息、建议、建设性的批评、支持和鼓励，对这几卷书起了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异常繁忙的人，本身都从事着极端重要和迷人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我的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批评我经常给他们看的很初步的成果，我的感动已非语言可以表达。

我还想感谢以下的先生和女士——那些现在已逝的人，我想记录下对他们的感激——因为他们投入时间，不怕麻烦，帮助了我：Anouar Abdel-Malek、Lyn Abel、Yoёl Arbeitman、Michael Astour、Shlomo Avineri、Wilfred Barner、Alvin Bernstein、Ruth Blair、Alan Bomhard、Jim Boon、Malcolm Bowie、Susan Buck Morse、Anthony Bullough、Carol Caskey、Alan Clugston、John Coleman、Mary Collins、Jerrold Cooper、Dorothy Crawford、Tom Cristina、Jonathan Culler、Anna Davies、Frederick de Graf、Ruth Edwards、Yehuda Elkana、Moses Finley、Meyer Fortes、Henry Gates、Sander Gilman、Joe Gladstone、Jocelyn Godwin、Jack Goody、Cyrus Gordon、Jonas Greenfield、Margot Heinemann、Robert Hoberman、Carleton Hodge、Paul Hoch、Leonard Hochberg、Susan Hollis、Clive Holmes、Nicholas Jardine、Jay Jasanoff、Alex Joffe、Peter Kahn、Richard Kahn、Joel Kupperman、Woody Kelley、Peter Khoroche、Richard Kline、DianeKoester、Isaac Kramnick、Peter Kuniholm、Annemarie Kunzl、Kenneth Larsen、Leroi Ladurie、Philip Lomas、Geoffrey Lloyd、Bruce Long、Lili McCormack、John McCoy、Lauris Mckee、Edmund Meltzer、Laurie Milroie、Livia Morgan、John Pairman Brown、Giovanni Pettinato、Joe Pia、Max Prausnitz、Jamil Ragep、Andrew Ramage、John Ray、David Resnick、Joan Robinson、Edward Said、Susan Sandman、Jack Sasson、Elinor Shaffer、Michael Shub、Quentin Skinner、Tom Smith、Anthony Snodgrass、Rachel Steinberg、Barry Strauss、Marilyn Strathern、Karen Swann、Haim Tadmore、Romila Thapar、James Turner、Steven Turner、Robert Tannenbaum、Ivan van Sertima、Cornelius Vermeule、Emily Vermeule、Gail Warhaft、Peter Warren、Linda Waugh、Gail Weinstein、James Weinstein，以及Heinz Wismann。我尤其要感谢他们中的一些人，这些人强烈反对我试图要做的东西，但仍然会意地、情愿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

对康奈尔大学政治系的每一个人，我愿表达深深的感激，他们不仅容忍，而且鼓励我从事一个离政治系的通常关注如此遥远的项目。同样，我愿感谢特柳赖德会所（Telluride House）的所有人，许多年以来，他们对我热情好客，他们智力上的激励引导我转向新的领域。我对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学会的每一个人也很感激，1977—1978年我在那里度过了成果丰硕、非常幸福的一年。

我深深地受惠于我的出版者Robert Young，他对我的项目充满信心，经常为我提供帮助和鼓励。与此同时，我想感谢我的编辑Ann Scott，她为本卷书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并且以同情的方式大大改进了文本的质量，而没有伤害我的自尊心。我深深感谢两位学术审稿人Neil Flanagan和Holford-Strevens博士，以及文字编辑Gillian Beaumont。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本书中仍然存在的许多错误、不一致、不恰当的地方比起文本在经过他们专业的仔细审阅之前大量存在的毛病来，简直不值一提。尽管他们极其棘手的任务伴随着种种沮丧，但他们在和我交往的整个过程中异常耐心，非常令人高兴。我还想感谢Kate Grillet，她为我制作了地图和表的第一草稿，在对我匆忙、不确切的指令的阐释中，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技巧。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Sophie Bernal，她帮我做了参考书目，做勤杂工作时愉快而耐心。

我从我母亲Margaret Gardiner那里得到的恩惠不可估量，她给了我基本教育和自信心。更特别的是，她提供了金钱，以便我完成这一卷书，她还为绪言提供了宝贵的编辑帮助。我还想感谢我的妻子Leslie Miller-Bernal，她提出了有用的判断和批评，但首要的是，她提供了热情的感情基础，如此巨大的智力事业的成功完全依赖于此。最后，我想感谢Sophie、William、Paul、Adam和Patrick，因为他们的爱，因为他们使我如此坚定地植根于真正要紧的事情。






(1)
  老水手和“婚礼宾客”的典故出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著名诗作《古舟子咏》。——译者注



转写和表音拼法

埃及语

埃及语词汇所用的拼字法是被现代埃及学家接受的标准拼字法，唯一的例外是用з来代表“兀鹫或双重＞
 aleph”，它经常被印刷为两个上下紧挨着的逗号。

无论古埃及语中з的确切声音是什么，它在闪米特语手书中被转写为r，l，甚至n。这一辅音值至少直到公元前17世纪的第二中间期仍然保留着。在晚期埃及语中，它似乎成为一个＞
 aleph；后来，它像南部英语的r一样，仅仅变换邻近的元音。з是埃及学家使用的字母表顺序中第一个符号，我下面继续讨论其他有着晦涩或困难音值的字母。

埃及语ỉ对应闪米特语的＞
 aleph和yōd。＞
 Aleph在许多语言中都有发现，几乎所有亚非语中都有它。它是元音前的喉塞音，正如伦敦东区土话中的“bo＞
 le”或者“bu＞
 e”（“bottle”和“butter”）。

埃及语＜
 ayin也出现在多数闪米特语言中，它是发音的或说出来的＞
 aleph。埃及语形式似乎与“后”元音o和u有联系。

在早期埃及语中，符号w写作鹌鹑小鸟，可能有纯粹的辅音值。在晚期埃及语中——对希腊语影响最大的埃及语形式——它似乎经常被读作元音，o或者u。

写作r的埃及语符号在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通常转写为l。在后来的埃及语中，它似乎和з一样弱化，仅仅成为元音的变换者。

拉丁化为ḥ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字母似乎被读作强调的h。

埃及语和闪米特语ḫ代表的声音类似“loch”中的ch。后来，它完全与字母š混淆。

埃及语字母ẖ似乎代表着声音ḫy。它也变得与š混淆。

本书写作s的字母过去转写为s或z。

š读作sh或skh。后来，它变得与ḫ和ẖ严重混淆。

ḳ代表着强调的k。我以不一贯的方式，遵从闪米特学家的普遍实践，使用q来代表闪米特语中的同样声音。

字母t大概原本读作ty
 。但是，甚至在中期埃及语中，它就与t混淆。

同样，ḏ经常与d互换。

埃及名字

埃及神灵的名字根据最常见的希腊语进行元音化：例如，＞
 lmn转写为Amon。

君王的名字一般采用Gardiner（1961）著名法老的希腊名字的版本，例如Ramessēs。

科普特语

科普特语字母表的多数字母来自希腊语，所以使用同样的转写形式。源自古埃及世俗体的六个额外字母转写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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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米特语

闪米特语辅音的转写相对符合惯例。几个复杂的情形上面讲埃及语时已经提到。除此以外，还有如下情况：

在迦南语中，声音ḫ和ḥ融为一体。本书的转写有时反映词源的ḫ，而非后来的ḥ。ṭ是强调的t。

通常转写为th的阿拉伯语发音本书写作ty
 。dh/dy
 是同样的情况。

乌加里特语中与阿拉伯语Ghain相对应的字母转写为ǵ。

闪米特语中强调的k写作q，而非埃及语中的ḳ。闪米特语字母Tsade几乎肯定读作ts，它写作ṣ。在希伯来语中，从公元前一千纪起，字母Shin写作š。但在别处，它仅仅转写为s，而非š，因为我质疑后一发音的古代性和范围（Bernal，即出，1988）。然而，这带来与字母Samekh的混淆，后者也转写为s。字母Sin转写为ś。

转写中不标明字母中点（dagesh）或塞—擦字母（begadkepat）。
(1)

 这是为了简单起见，也是因为我怀疑它们在古代的范围和发生。

元音化

《圣经》马所拉本的元音化完成于公元9和10世纪，但反映了古老得多的发音，其转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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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音符号和祷文吟诵通常不标出。

希腊语

辅音的转写是标准的方式。

υ转写为y。

长元音η和ω写作ē和ō，有区别性的长α写作ā。

重音符号通常不标出。

希腊名字

译写希腊名字时不可能保持一致，因为一些名字太有名了，不得不给出它们的拉丁形式，例如Thucydides或Plato，而非希腊语形式Thoukydidēs或Platōn。另一方面，把鲜为人知的人名或地名改写成拉丁形式是荒谬的。因此，比较常见的名字以拉丁形式给出，而其余名字直接从希腊语译写。只要有可能，我就遵从彼得·列维（Peter Levi）对帕萨尼亚斯的翻译，该译文保持的良好平衡符合我的趣味。但是，这意味着许多长元音在名字的转写中没有标注。






(1)
  字母中点（dagesh）指置于希伯来字母内的点，表示辅音重复，或者表示辅音是塞音，而非擦音。塞—擦字母（begadkepat）指古希伯来语的六个字母，它们有两种发音，加字母中点时为塞音，没有时是擦音。——译者注



地图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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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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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完成新范式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要么很年轻，要么进入领域时间很短，他们改变了这个领域的范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0页］

我使用托马斯·库恩的这一引文是为了替我的冒昧辩护：我接受的训练是在中国历史方面，而写作的论题离我原来的领域是如此遥远。因为我将论证，虽然我提议的观点变更在严格的意义上不是关于范式的，但它们依然是基本的。

这几卷书讨论希腊历史的两种模式：一种将希腊视为本质上是欧洲的或雅利安的，另外一种则将其视为黎凡特的，处于埃及和闪米特文化区域的边缘。我将这两种模式称为“雅利安模式”和“古代模式”。“古代模式”是希腊人在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普遍看法。据此，希腊文化的兴起是由于殖民化，大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使希腊本土居民文明化。进而，希腊人持续不断地大量借鉴近东诸文化。

多数人会感到诧异，自幼时灌输进我们大多数人头脑中的雅利安模式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上半期才形成的。这一新模式早期或“宽泛的”形式否定埃及殖民的真实性，对腓尼基殖民提出质疑。我称为“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甚至彻底否定了腓尼基文化的影响，它兴盛于反犹主义的两大高峰期，第一次在19世纪90年代，第二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雅利安模式认为，北方的侵略——这在古代传统中没有记载——湮没了当地的“爱琴海”或“古希腊人之前的”文化。希腊文明被视为说印欧语的古希腊人与他们的土著臣民混合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一雅利安模式的建构，我把本卷书称为“编造古希腊，1785—1985”。

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归到古代模式，但有一些修正；由此，我把《黑色雅典娜》第二卷所倡导的模式称为“修正的古代模式”。这一模式认为，古代模式中关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希腊的故事是有真实依据的。但是，修正模式认为殖民发生得稍微早一些，在公元前两千纪的上半期。修正模式和古代模式都认为，希腊文明是这些殖民和此后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借鉴造成的文化混合的结果。另一方面，修正模式暂时接受了雅利安模式的假设，即公元前四千纪或公元前三千纪的某个时候说印欧语的民族从北方进行了侵略或曰渗透。然而，修正的古代模式坚持，更早的居民说的是一种印度—赫梯语的亲属语言，这种语言在希腊语中几乎踪迹全无。无论如何，它不能够用来解释希腊语中许多非印欧语的成分。

如果我坚持推翻雅利安模式，而代之以修正的古代模式是正确的，那么，不仅有必要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基石究竟是什么，而且有必要认识到种族主义和“大陆沙文主义”对我们所有史学或曰历史写作哲学的渗透。古代模式没有重大的“内部”缺陷或解释力单薄的问题，它被推翻是由于外部原因。在18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看来，希腊不仅是欧洲的缩影，而且是欧洲纯洁的童年，认为希腊是本土欧洲人与外来殖民的非洲人和闪米特人混合的结果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因此，古代模式必须被推翻，而代之以更能让人接受的东西。

这里的“模式”和“范式”是什么意思？定义这一类术语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在使用上不可避免地意义含糊，也由于以下事实，即词语只能通过其他词语来定义，不能提供用来建构的基础。但是，有必要说明一下它们期待中的意义。我所谓“模式”一般是指一个复杂现实的削减了的和简化了的规划。这一语词的置换总是会扭曲意义，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言，“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尽管如此，模式和词语本身一样，几乎对所有思想和语言都是必需的。但永远应该记住，模式是人工的和多多少少任意的。而且，正如光的不同侧面最好用波或粒子来解释一样，其他现象可以用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方式来有效地看待；也就是说，用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模式来看待。但是，通常情况下，一种模式在对所面对的“现实”的特征的解释力方面，会比另一种模式更好或更坏。因此，用模式竞争的方式思考是有用的。我所谓“范式”只是指一般化了的模式或者思想样式应用到一个个人或群体眼中的“现实”的许多或所有侧面。

对学科的基本质疑倾向于来自外部。通常，学生被逐渐引入他们的研究领域，就像慢慢展开的神秘世界，结果到他们能看到论题整体时，他们已经被如此彻底地灌输了习俗的先见和思维模式，以致他们根本不可能去质疑相关领域的基本假设。这一无能在古代史相关的学科中尤其明显。原因是，首先，学习困难的语言操控了他们的钻研，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是专制的：人们无法质疑不规则动词的逻辑或者小品词的功能。但是，与此同时，当教师制定出语言规则时，他们提供了其他社会和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倾向于以类似的方式被给予和接受。这些语言一般在童年时被教授，这一事实增加了学生的智性被动。虽然这种做法有助于学习，给予了如此训练的学生一种对希腊语或希伯来语无可比拟的感觉，但是，这类男人或女人倾向于把一个概念、词语或形式接受为典型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而不要求解释它的特定功能或来源。

抑制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探讨古典或犹太文化时感觉到的近乎宗教的，或实际上宗教的敬畏，古典或犹太文化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泉。因此，人们不愿意使用“渎圣的”类比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模式。一个重大例外是民间传说和神话，在这些领域，自从20世纪初年的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和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开始，比较研究就相当盛行。但是，几乎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破坏了古代模式的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Karl Otfried Müller）于19世纪20年代限定的范围。缪勒敦促学者研究希腊神话与人类文化整体的关系，但坚决反对确认任何来自东方的特殊借用。
(1)

 在谈及更高级的文化时，人们更不情愿看到任何确切的相似之处。

但是，情况最极端的领域是语言和名字。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印欧语语言文学，或者语言间关系的研究，一直处于雅利安模式的中心。那时和现在一样，印欧语学者和希腊语语文学家极不情愿看到希腊语与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两大重要的非印欧语语言，即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之间有任何联系。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埃及语、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是位于现代第三世界的三个重要的毗邻部落的语言，那么会有广泛的比较研究，在研究之后多数语言学家会得出结论，三种语言之间有可能是远亲，三个民族之间肯定有相当的语言借用，大概还有其他文化借用。但是，由于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存在深刻的尊敬，这类粗疏的比较工作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外来者从来不会有专家通过长期艰苦工作获得的对细节的掌控。他们缺乏对复杂背景的充分理解，所以倾向于看到表面相似间的简单对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来者必然是错误的。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是19世纪70年代首先发掘特洛伊遗址和迈锡尼遗址的德国巨头，他在传说、历史文件和地形学之间做出了一个天真的但富有成果的结合，这表明显而易见的东西并不总是错误的，尽管学术界是多么希望如此。

职业人的另一倾向是混淆我所谓一种情形的伦理学及其现实。把毕生精力耗费在某一题目上的专家比莽撞的初学者知道得要多，这“不过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如此，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初学者有时有视角的优势；他能够从整体上看待论题，并将外在的类比引进来，与之建立联系。这样，人们遇到了似非而是的情形：虽然业余爱好者通常无法帮助一个模式或范式内部的学术进步，但他们经常是挑战这一模式或范式的最佳人选。1850年以来古希腊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突破——对迈锡尼人的考古发现与对他们文字B类线形文字的破解——都是由业余爱好者做出的：我上文刚刚提到的谢里曼和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后者是英裔希腊建筑学家。

当然，基本新颖的方法经常来自外部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来自外部的所有提议都是正确的或有帮助的。实际上，多数并非如此，它们被正当地排斥为古怪的。区分不同类型的根本质疑带来两个难题：应该由谁来做？应该怎么做？自然，应该咨询的第一批人是专家。他们拥有必要的知识，来评估新观点的可信性和用处。正如文特里斯对B类线形文字的破解一样，如果多数专家接受其中之一，那么去挑战他们的判断是愚蠢的。另一方面，他们的否定意见不能用同样无保留的尊敬来看待，因为他们虽然有做出判断的必要技巧，但他们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是学术界现状的维护者，对它有智力投入，经常还有感情投入。在一些情况下，学者们甚至声称，业余爱好者的英雄时代在他们的领域过去是有必要的，但现在已经结束了，以此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因此，虽然他们的学科是由非职业者创建的，但非职业者不再能够为它做贡献。无论外来者的观点看起来是多么可信，它本质上不可能是真实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所以正如“战争是太严肃的事情，不能把它交给军事人员”一样，不仅职业意见，有根据的外行意见也是必要的，以评估被有关学者排斥的新质疑的有效性。虽然学者一般比公众知道得多，但有一些事例表明情况是相反的。例如，首次由A．L.韦格纳（A．L．Wegener）教授在19世纪末提出的大陆漂移说就是这样。在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地质学家否认非洲和南美洲之间、红海的两边和其他许多海岸“明显契合”的重要性。而现在，作为对照，大陆因为“漂移”而分开的理论被普遍接受。同样，美国平民党19世纪八九十年代抛弃金本位的提议被当时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谴责为完全不可行。在这样的例子中，看来公众是对的，而学者错了。因此，虽然职业意见应该得到仔细研究和尊敬对待，但它不应该总是被当作定论。

一个见闻广博的外行应该如何区分建设性的外部的激烈创新者和怪人？如何区分破解了克里特音节文字的文特里斯和写作历史的韦利科夫斯基（Velikovsky），他笔下的事件和灾难顺序与任何其他历史重构都完全不一样？最终，外行陪审团不得不依赖它自身的主观或美学判断。但是，仍然有一些有帮助的线索。怪人就是有着连贯解释的某人，他的假设并不很快地引起学术机构的兴趣，他倾向于在理论中增加新的未知的或不可能知道的因素：失去的大陆、外星人、行星碰撞等等。当然，有时候，假定的未知因素的发现辉煌地证实了这类假设。例如，伟大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了解释印欧语元音中的异常现象，假定了神秘的“系数”（coeffcients），结果在赫梯语的喉音中发现了它们。但在发现之前，理论无法得到证明，在这个程度上也是无趣的。

与此相对照，想象力不那么丰富的创新者倾向于去除因素，而不是增加它们。文特里斯拿走了据信B类线形文字以之写成的未知的爱琴海语言，而将两个已知的存在直接并立，即荷马的古典希腊语和B类线形文字刻写板的素材。这样，他即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

我坚持认为，这几卷书提议的希腊史的古代模式的复兴属于上述第二类。它没有增加额外的未知或不可知的因素。相反，它去除了雅利安模式支持者引入的两个因素：第一，不说印欧语的“古希腊人之前的”诸民族，希腊文化每一个不可解释的侧面都用它们来说明；第二，“埃及狂”“亲野蛮人”和希腊解说（interpretatio Graeca）等神秘疾病，“雅利安主义者”宣称，这些疾病欺骗了如此众多的在其他方面睿智、均衡和见闻广博的古代希腊人，使他们相信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在他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这一“欺骗”因为它的受害者没有从中得到种族满足感而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去除了这两个因素和复兴了古代模式之后，希腊、西闪米特和埃及文化和语言彼此直接面对，生成了数百个甚至成千上万的可以证实的假设和预言，即如果某一词语或概念在一种文化中出现，那么人们应该期望在另一种文化中发现它的对应物。这些假设和预言能够照亮三种文明的各个侧面，但尤其能够阐明雅利安模式无法解释的希腊文化的领域。

古代模式、雅利安模式和修正的古代模式共享一个范式，即语言或文化通过征服扩散的可能性。有趣的是，这违背了当今考古学的压倒性趋势，即强调本土发展。这一趋势在希腊前历史中的表现是最近提出了原地生成模式（Model of Autochthonous Origin）。
(2)

 但是，《黑色雅典娜》将集中讨论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之间的竞争。

支配19和20世纪的是进步和科学的范式。学术领域存在这样的信念，即多数学科突变进入“现代性”或“真正科学”的阶段，然后是稳步积累的学术进步。在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历史写作中，这些“突变”被认为发生在19世纪，从那以后，学者们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工作在质上比此前的任何工作都要好。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触手可及的成功确认了那一领域中这一信念的真实性。它拓展到历史写作领域的基础则不那么牢靠。尽管如此，古代模式的破坏者和雅利安模式的建立者相信自己是“科学的”。对于这些德国和英国学者来说，埃及在希腊殖民并将其文明化的故事亵渎了“种族科学”，其骇人听闻正如塞壬和半人半马的怪物的传说打破了自然科学的经典一样。因此，所有这些都被同样推翻和抛弃。

过去150年中，历史学家声称他们拥有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类比的“方法”。实际上，现代历史学家区别于“前科学的”历史学家的方式要不确定得多。最好的早期作家是自省的，使用可信性的验证，并试图做到内部一贯性。而且，他们援引和评估他们的文献。与此相对照，19和20世纪“科学的”历史学家不能够给出对“证据”的正式证明，或者建立坚定的历史法则。而且，在今天，“方法论不合理”的控告不仅用来谴责无能的作品，而且用来谴责不受欢迎的作品。这一控告不公正，因为它错误地暗示，存在其他方法论合理的研究来与之相对照。

这一类考虑引入了实证主义的问题及其对“证据”的要求。证据或确定性难以达到，甚至在实验科学和文献实证历史中也是如此。在这部著作涉及的领域中，它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希望发现的只是或多或少的可信性。换句话说，在学术论争和刑法之间建立类比是误导人的。在刑法中，由于将无辜的人定罪比宣告有罪的人无罪要坏得多，所以法庭在定罪之前，正确地要求要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但是，流行的看法和学术界现状都没有被控告的人的道德权利。所以这些领域的论争不应该以证据为基础进行判断，而仅仅以有竞争力的可信性为基础。在这几卷书中，我无法证明，因此也不尝试证明雅利安模式是“错误的”。我所试图做的只是表明它比起修正的古代模式来不那么可信，后者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富有成果的框架。

20世纪的史前史研究着魔于这一寻找证据的一种特殊形式，我称之为“考古实证主义”。这就是处理“物品”（objects）使人“客观”（objective）的谬论；也是对考古学证据的阐释和考古学发现本身一样坚实可靠的观念。这一信念将考古学假设提升到“科学的”地位，而将其他来源的关于过去的信息降级——传说、地名、宗教崇拜、语言以及口头方言和书面方言的分布。在这几卷书中，我坚持所有这些来源都必须很谨慎地对待，但它们提供的证据的有效性并非必然劣于考古证据。

考古实证主义者最钟爱的工具是“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即如果某样东西没有被发现，它就不可能曾经以相当数量的形式存在的信念。在一个有限的但发掘很好的区域，考古学家们没能发现占优势地位的模式预言的某样东西，在这样仅有的几例中，默证是有用的。例如，在过去50年中，据信锡拉岛（Thera）火山大爆发发生在陶器分期弥诺斯晚期第一期B，但是，尽管在这个小岛上进行了广泛发掘，火山残骸的下面并没有发现这一时期陶器的碎片。这表明，重新审视理论是有用的。但即便在这里，这一类型的一些陶罐仍有可能出现，而且总是有陶器风格定义的问题。在几乎所有考古学中，正如在自然科学中，证明不存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大概会有人指出，这些攻击针对的是稻草人，或者至少是死人。“现代考古学家太复杂了，不至于这么实证主义”，还有：“今天严肃的学者没有人会相信‘种族’的存在，更不用说它的重要性了。”这两个陈述可能都是真的，但我在这里的声称是：现代考古学家和这一领域的古代史学家仍然在使用粗糙的实证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建立起来的模式。因此，认为这些模式并没有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的看法极端不可信。这一点本身并不证明模式是虚假的，但是，既然现在认为它们生成的环境是可疑的，它们就应该被很仔细地检查，还应该严肃考虑存在同样好或者更好的别样选择的可能性。尤其是，如果能够表明古代模式被推翻是由于外部原因，那么雅利安模式代替它就不再能够归因于雅利安模式解释力强；因此，让两大模式互相竞争或者试图调和它们是合法的。



此时，有必要提供一下本绪言其余部分的纲要。像我现在试图完成的这么大的项目，提供论点摘要，还有论证证据的一些指示，显然是有帮助的。由于这些原因，我给出了组成这本书的诸章的概要。我对《黑色雅典娜》的论题所处的大背景的观点有时有别于流行的看法，这一事实加剧了清晰解释我的论点带来的各种问题。因此，我写了一个很简略的历史背景，它涵括整个西方旧世界和过去的一万两千年。这一宽泛的概观之后是公元前两千纪的历史纲要，《黑色雅典娜》大致涉及的是这一时段。提供这个是为了表明我认为实际发生了什么，它与别人在此问题上的观点相左。

接着是《编造古希腊》的概要，再后面是本系列其他两卷书内容的相当详细的描述。第二卷的纲要，《欧洲的希腊还是黎凡特的希腊？》，包括在这里是为了证明，已经存在的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形式的证据为古代模式的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对第三卷的计划内容，《解决斯芬克斯之谜》，我进行了更为粗略的描述，以表明将修正的古代模式应用于希腊神话中从前无法解释的问题上可以得到有趣的结果。

背　景

在提供这几卷书论题的纲要之前，先给出我关于它们历史背景的观点的总体印象，尤其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区别的部分，是有用处的。和多数学者一样，我相信，在人类语言的单源论和多源论之间，无法做出判断，虽然我倾向于认同前者。另一方面，一小部分但数量逐渐增多的学者最近的工作使我信服，在印欧语系语言和亚非语“超家族”之间存在发生关系。
(3)

 我进一步接受寻常的，虽然有争议的观点，即同一个语系源自单一方言。因此，我相信从前一定有一个民族说原始亚非—印欧语（Proto-Afroasiatic-Indo-European）。这一语言和文化肯定在很久以前就分裂了。最近的可能性是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时期，距今五万到三万年前，但它有可能要早得多。印欧语和亚非语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它们内部的差异，这一事实决定了终结点（terminus ante quem），我相信亚非语的分裂可以定期为公元前九千纪。

我认为，亚非语的传播是在东非大裂谷久已确立的一种文化在上个冰川期末期，即公元前一万年代和公元前九千纪的拓展。在冰川时期，水积聚在极地的冰盖里，降雨比今天要少很多。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比现在要更大，更令人生畏。在其后的世纪中，热量和降雨增加了，这些地区的许多部分成为热带稀树草原，临近的民族开始大量涌入。其中最成功的，我相信，是来自大裂谷的说原始亚非语的人。这些人不仅拥有使用鱼叉捕捉河马的有效技术，而且拥有驯化的牛和庄稼。走过热带稀树草原，说乍得语的人到达乍得湖；柏柏尔人抵达马格里布；原始埃及人到达上埃及。说原始闪米特语的人在埃塞俄比亚定居，继续转移到阿拉伯热带稀树草原（地图1
 ；表1
 ）。

随着公元前七千纪和公元前六千纪撒哈拉沙漠的长期变干，人们不仅从苏丹，而且从西方和东方迁移进入埃及尼罗河谷。我还坚持——但这里我是少数派——从阿拉伯热带稀树草原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发生过类似的迁移。多数学者相信，这一地区最初的居民是苏美尔人或原始苏美尔人，闪米特人只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从沙漠方向渗透过。
(4)

 我则认为，在公元前六千纪，闪米特语随着所谓的奥贝德（Ubaid）陶器传播到亚述和叙利亚，大约占据了今天说闪米特语的西南亚地区（地图2
 ）。我以为苏美尔人是在公元前四千纪初从东北方到达美索不达米亚的。无论如何，最早被阅读的文本，即大约公元前3000年来自乌鲁克（Uruk）的文本，现在告诉我们，闪米特—苏美尔语的双语制已经完全确立了。
(5)



我们所谓的“文明”首先聚集的地方是美索不达米亚，很少有学者对此观点持有异议。除了书写的可能例外外，文明组成的所有元素——城市、农业灌溉、金属加工、石头建筑物、车轮和陶轮——此前都在其他地方存在过。但这一聚集，以书写为顶点，使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伟大积聚成为可能，这可以被有用地视为文明的开端。

在讨论这一文明的兴起和传播之前，考量印欧语系语言的分裂和独立发展是有用的。在19世纪上半期，印欧语据信源于亚洲的某一山区。随着19世纪的推进，这一原生地（Urheimat）向西移动，一般认为，最初说原始印欧语的人是黑海北部某地的游牧部落。在过去30年间，这一般被确认为所谓库尔干文化（Kurgan Culture），它在这一地区被证实存在于公元前四千纪和公元前三千纪。这一物质文化的拥有者似乎向西扩散到欧洲，向东南扩散到伊朗和印度，向南扩散到巴尔干半岛诸国和希腊。

从中亚或俄罗斯大草原向外拓展的总体规划是在破解赫梯语之前发展起来的，也在发现赫梯语是“原始的”印欧语之前，更在进一步确认存在整个安纳托利亚语族之前。我应该提及，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安纳托利亚”语言不包括诸如弗里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它们分布的地区虽然是在安纳托利亚，即现代土耳其，却显然属于印欧语系。真正的安纳托利亚语言——赫梯语、巴莱语、卢维语、利西亚语、吕底亚语、利姆诺斯语，大概还有伊特鲁里亚语，可能还有卡里亚语——给寻常的印欧语来源的观点带来了若干问题（地图3
 ）。一般承认，原始安纳托利亚语在原始印欧语分裂之前与它分开。但是，不可能指出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长度，它可能是500年到10000年之间的任何长度。无论如何，差异足够大，使得许多语言学家区分了印欧语系——它不包括安纳托利亚诸语言——和印度—赫梯语系，后者两个语族都包括（见表2
 ）。

如果就像许多历史语言学家认为的那样，不仅印欧语系，而且印度—赫梯语系都起源于黑海北部，那么，说安纳托利亚诸语言的人在何时、如何进入安纳托利亚？一些权威认为，这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表明，那时的安纳托利亚有野蛮人入侵。但这些侵略者更有可能是说弗里吉亚语和原始亚美尼亚语的人。几乎不可想象的是，在赫梯语和巴莱语首先被证实使用之前的数百年内能够做到印欧语系和安纳托利亚语族之间以及安纳托利亚语族内部的相当大程度的区分。公元前三千纪的考古学记录极其零星，但物质文化中没有明显断裂，以适应这一重大的语言转换。然而，人们不应该过分依赖默证，安纳托利亚文化在公元前五千纪和公元前四千纪涌入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

一种更吸引人的可能是由格奥尔基耶夫（Georgiev）和伦弗鲁（Renfrew）教授提议的时间方案。
(6)

 根据这个方案，公元前八千纪和公元前七千纪伟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包括位于科尼亚（Konya）平原上的恰塔尔·许于克（Catal Hüyük）的著名文化，已经在安纳托利亚南部说印欧语了——我更喜欢说是印度—赫梯语。两位教授提议，这一语言随着大约公元前7000年农业的扩散，迁移进入希腊和克里特，这两个地方在那时有考古证据表明物质文化有重要的断裂。因此，印度—赫梯语的一种方言将是公元前五千纪和公元前四千纪希腊和巴尔干半岛诸国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的语言。这里可以方便地接受美国教授古迪纳夫（Goodenough）的提议，即库尔干游牧文化源自这些巴尔干半岛文化的混合的农业制度，因此它的语言也来自它们。
(7)

 这样，才有可能调和格奥尔基耶夫和伦弗鲁的理论与正统印欧语学者的理论，途径是假定说印欧语的库尔干文化扩散回去，进入巴尔干半岛诸国和希腊，那里的人说印度—赫梯语。

假设中的公元前九千纪和公元前八千纪亚非语随着非洲农业的拓展，与公元前八千纪和公元前七千纪印度—赫梯语随着西南亚农业的拓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地中海北岸和南岸的基本差异。这些迁移大多经由陆路进行，因为海上航行虽然至少早至公元前九千纪就是可能的，但仍然很艰苦危险。随着公元前五千纪和公元前四千纪航行的进步，情形基本发生了逆转。虽然游牧部落继续通过陆路迁移，尤其是通过平原，但从公元前四千纪直到公元19世纪铁路的发展，交通和交流一般是水上比陆上要容易。在这一长时期内，河流和海洋提供了联络通道，而没有河流的沙漠和群山将领土分隔开来。这一首先陆路，然后海洋的历史分层的模型解释了这本书所关心的总体悖论：在地中海周围的所有人口中发现了惊人的文化相似，这与地中海南岸和北岸民族之间基本的语言和文化分野显然是矛盾的。
(8)



文明从公元前四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迅速地扩散着。书写的概念似乎在发源地将其整理为楔形文字之前，已经在印度和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地方出现萌芽了。我们知道，到公元前四千纪的四分之三时，象形文字在尼罗河谷发展起来了；虽然缺乏直接证据证明，黎凡特语、塞浦路斯语和安纳托利亚语的音节文字的原型以及赫梯语的象形文字有可能是在将近公元前三千纪初形成的，在充分发展的苏美尔—闪米特文明，携带着它规则的楔形文字到达叙利亚之前。

埃及文明的基础显然是上埃及和努比亚王朝之前的丰富文化，这些文化的非洲来源没有争议。但是，从王朝之前时期晚期和第一王朝的遗迹可以明显看出美索不达米亚影响的广泛程度，这使得大约公元前3250年王朝埃及的统一和建立，几乎没有疑问是由东方的发展以某种方式引起的。文化混合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基本闪米特成分之间存在基本的语言联系和——我将论证——文化联系。

神奇的公元前四千纪之后是繁荣的公元前三千纪。在叙利亚的埃卜拉（Ebla）新近发现的档案日期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它们描绘了跨越从库尔德斯坦到塞浦路斯广大地区的富庶的、有文化修养的、高度发展的国家的集合。我们从考古学知道，此时的文明扩展要更远——直到跨越从印度河到阿富汗地区的哈拉帕文化（Harappan culture），以及里海、黑海和爱琴海的金属加工文化。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苏美尔诸文明由共同的文字和文化紧密联系着。边缘的文明虽然同样“文明化”，但保留着它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身份。例如，在克里特，在陶器时期弥诺斯早期第一期的开端，即公元前三千纪之交，有相当的文化自黎凡特地区涌入。但是，楔形文字没有取得优势地位，克里特从未完全融入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除了距离遥远外，最可信的原因似乎是本土文化的柔韧性与克里特在文化上处于闪米特影响圈和埃及影响圈之间这一事实。

这一与黎凡特和非洲的双重关系反映在考古发现中。在克里特和爱琴海的其他地区发现了这一时期的许多叙利亚和埃及物品。大约公元前3000年，这里和近东一样，铜开始和砷混合，以制造青铜；陶罐开始用陶轮制作，基克拉迪群岛的防御系统与同一时期巴勒斯坦的防御系统有惊人的相似。考古学家、教授，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彼得·沃伦（Peter Warren）和剑桥大学的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请求我们相信这些发展是独立进行的，没有受到同样的变化在近东发生得早一些这一事实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两个地区之间毫无疑问进行过的接触的影响。
(9)

 我认为这一观点非常不可信。更有可能的是，爱琴海的发展是通过黎凡特贸易和殖民进行接触的结果，也是为回应这些外来刺激地方主动采取行动的结果。

我们知道，公元前三千纪使用青铜的多数地区都有文字，要么是楔形文字，要么是地方文字。但是，这一时期的爱琴海地区没有书写的踪迹。这一例中的“默证”应该被如何严肃地对待？存在一些强有力的论点来反驳它。首先，比起中东或印度西北部的气候来，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的气候不适合保存泥板和莎草纸。即便在那些干燥的地区，也经常难以发现证据。直到1975年在埃卜拉发现刻写板，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叙利亚公元前三千纪时有文字。我们现在知道，那时的叙利亚有一个有修养的文学阶级，人们从幼发拉底河前来，在埃卜拉的学校里学习。

一个进一步的论点表明，青铜时代早期的爱琴海地区有文字。虽然公元前两千纪的A类线形文字、B类线形文字和塞浦路斯语音节文字共享一个共同的原型，它们也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得到历史观察的文字发展类比，要经过许多个世纪才能形成。因此，文字“方言”的证据表明，原初形式存在于公元前三千纪，它在公元前四千纪经历发展，根据上面给出的理由，这是其发展的可信时期。最后，我在别处论证过，字母表到达爱琴海的最晚时期是公元前两千纪的中期。
(10)

 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可以相信，各种音节文字的幸存表明它们在这一地区已经牢固确立。因此，在这一方面，证据也表明它们存在于公元前三千纪。

青铜时代早期文明在公元前23世纪崩溃。在埃及，它被称为第一中间期。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古蒂人来自北方的侵略。整个文明世界被野蛮人侵略和社会叛乱所折磨，二者都有可能是由突然的气候恶化造成的。正是在这些年里，安纳托利亚遭到侵略，我认为侵略者是指说弗里吉亚语和原始亚美尼亚语的人。在希腊大陆，在这一和随后的世纪中，在青铜时代早期第二期这一陶器时期的末尾，存在广泛的破坏，这被可信地与“雅利安人”或“古希腊人”对希腊的侵略相联系，但也有可能是中王国开端时埃及劫掠和殖民地的结果。三个世纪后，在青铜时代早期第三期的末尾，大约公元前1900年，有了另一次破坏，虽然程度轻一些。这可能与埃及法老森乌塞特一世（Senwosret I）的征服相联系，希腊人称之为色梭斯特里斯（Sesostris）。

既然假定公元前三千纪爱琴海和近东之间有如此程度的接触，那么，本书讨论的埃及和闪米特来源的词汇、地名和宗教崇拜中的一些就有可能是在此时引入爱琴海的。在希腊大陆，这些借用不大可能在北方侵略或渗透的混乱之后幸存。但是，在克里特和基克拉迪群岛，这些没有受到混乱影响和大都说闪米特语的地方，此类文化元素更有可能存续下去。

我在此必须重申：上面给出的规划并不是这几卷书的主题，而是我对本书背景的认识。因此，虽然我会在第二卷讨论许多语言学问题，并在其他地方就其他一些侧面有过著述，但我在此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以支持所有这些论点。
(11)



提议的历史纲要

《黑色雅典娜》聚焦于希腊从埃及和黎凡特的文化借用，时间在公元前两千纪，更确切地说，是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一千年间。其中一些借用可能更早些，也会考虑到数个晚一些的交流。选择这一特定的时段的原因首先是，这一时段是希腊文化形成时期；其次，我发现不可能从近东或者从希腊传说的、崇拜的或词源的证据中发现任何更早借用的标示。

我提议的规划是，虽然这一千年近东对爱琴海的影响或多或少是持续的，但影响的强度在不同阶段变动相当大。我们有踪迹可寻的第一个“高峰”是公元前21世纪。正是在那时，埃及从第一中间期的崩溃中恢复，所谓中王国被新的第十一王朝建立起来。这不仅重新统一了埃及，而且攻击了黎凡特，从考古学证据中，我们知道，它还有范围广泛的与更远地方的接触，肯定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希腊大陆。上埃及黑人法老的序列中有门图霍特普（Mentḥotpe）的名字，他们的神圣恩主是鹰和公牛神Mnṯw或Mont。在同一个世纪里，克里特的宫殿建立了，那里的公牛崇拜也开始了，它出现于宫殿的墙上，对关于弥诺斯国王和克里特的希腊神话具有中心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克里特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埃及中王国的兴起。

就在希腊底比斯的北部有一个大土墩，传统认为是安菲翁（Amphion）和仄托斯（Zethos）的坟墓。最近的发掘者之一、杰出的考古学家T.斯皮罗普洛斯（T．Spyropoulos）描述道，它是土制的、有阶梯的金字塔，砖顶、内部是纪念碑式的坟墓，被劫掠过。他把在附近发现的陶器和少数几件珠宝定期为青铜时代早期第三期这一陶器时期，这一般被接受为大约公元前21世纪。在此基础上，还有大概发生在此时的对附近的科帕伊斯湖（Lake Kopais）异常复杂的排水系统，以及相当数量的古典文献将这一地区与埃及相联系——根据这些，斯皮罗普洛斯假定在这一时期的波伊奥提亚（Boiotia）有一个埃及殖民地。
(12)

 有进一步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假设，《黑色雅典娜》后两卷将援引这些证据。

与此同时，我们有趣地注意到，根据荷马提及的一个古代传说，安菲翁和仄托斯是底比斯的最初创建者，它的另一创建者卡德摩斯（Kadmos）来自近东，在城市遭到破坏之后很久抵达。安菲翁和仄托斯的坟墓与埃及金字塔一样，与太阳相联系；而且希腊的底比斯也与斯芬克斯有密切关联。进而，它以某种方式与黄道符号金牛宫相联系，许多学者平行比较了底比斯和克里特的公牛崇拜。这些证据都不确定，但强大的情景证据将坟墓和底比斯的初次创建与埃及第十一王朝直接或间接相联系。

克里特将公牛崇拜作为中心崇拜又持续了600年，埃及则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不久第十二王朝兴起时，抛弃了对公牛神的皇家崇拜。新王朝将上埃及的公羊神阿蒙作为它的恩主。我相信，在爱琴海周围发现的、一般与宙斯相联系的公羊崇拜大多源于这一时期的影响，包括阿蒙的影响和下埃及对公羊/山羊Mendēs的崇拜的影响。

希罗多德和后来的作者详细阐述了一个他称为色梭斯特里斯的法老的广泛征服，这个名字被等同于S-n-Wsrt或者Senwosret（森乌塞特），后两者是第十二王朝若干法老的名字。然而，人们以特别的嘲笑来对待希罗多德关于此的声称。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了关于埃塞俄比亚或埃及王子门农（Memnōn）广泛远征的古代传说，这个名字很可能源自
＞
 lmn-m-ḥзt
 （后来的希腊作家写作Ammenemēs），即第十二王朝其他重要的法老的名字。最近对孟菲斯铭文的解读证实了这两个传说系列，铭文详细记述了第十二王朝两个法老——即森乌塞特一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Ammenemēs II）——在陆上和海上的征服。此外，在森乌塞特的别名Ḫpr kзR＜

 和凯克洛普斯（Kekrops）之间有吸引人的相似点，后者是传说中的雅典创建者，一些古代文献称他是埃及人。
(13)



下一波影响发生在希克索斯王朝时期，关于此的传统要明确得多。希克索斯的名字来自埃及语ḤḳзḪзst
 ，“外国统治者”，他们是来自北方的侵略者，从大约公元前1720到公元前1575年征服并统治了至少下埃及。虽然有其他元素，可能是胡里安语的元素卷入进来，但希克索斯人多数是说闪米特语的。

我提议的对古代模式的第一个修正是，接受公元前四千和三千纪，说印欧语的人从北方对希腊进行了侵略或渗透的观点。我想做的第二个修正是将达那俄斯（Danaos）抵达希腊的时间定在接近希克索斯王朝时期的开始，大约公元前1720年，而不是古代年表说的接近王朝末尾，公元前1575年或之后。自从古代晚期开始，作家们看到了以下三者之间的联系：对埃及第十八王朝驱逐出受憎恨的希克索斯人的埃及记录，以色列人在埃及逗留后从那里出走的《圣经》传统，以及达那俄斯到达阿尔戈斯（Argos）的希腊传说。根据希腊传说，达那俄斯是埃及人或者叙利亚人，但是他肯定是在与他的孪生兄弟埃古普托斯（Aigyptos）争斗期间或之后自埃及出走的，埃古普托斯的来源不言自明。这三方面的关联看来是可信的，一些权威将它与考古学证据相调和。然而，碳—14年代测定法和树木年代学的最新发展证明，希腊的新殖民不可能是在希克索斯王朝时期末尾。另一方面，它们和克里特的考古学证据都表明抵达是在公元前18世纪晚期，希克索斯王朝时期的开始。

古代纪年者对卡德摩斯抵达和“第二次”创建底比斯的日期说法不一。我愿意将这些传说也和希克索斯人相联系，虽然它们有可能更晚。希腊传说讲，达那俄斯引入了灌溉，卡德摩斯引入了特定种类的武器、字母表和若干宗教仪式。根据修正的古代模式，好像灌溉来自更早一波的影响，而其他借用，包括战车和剑——二者在希克索斯时代引入埃及——不久之后来到爱琴海。在宗教方面，这一阶段引入的崇拜以波塞冬和雅典娜为中心。我坚持前者应该与埃及荒原或海洋之神，也是希克索斯人崇拜的神塞特（Seth）等同起来，也应该与闪米特的海洋（Yam）和耶和华（Yahwe）等同起来。雅典娜是埃及的Nēit
 ，大概是闪米特的
＜
 Anåt
 ，希克索斯人也崇拜这个神。这并不是否认对诸如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和阿耳特弥斯（Artemis）等其他神灵的崇拜是在这一时期引入的。

大家一般同意，希腊语是在公元前17世纪和公元前16世纪形成的。它的印欧语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的复杂词汇相结合。我相信，后者中的多数可以可信地源自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这将与埃及—闪米特征服者长时期的支配地位很好地契合。


 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第十八王朝在黎凡特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并接受爱琴海地区的朝贡。在那个地区发现了许多第十八王朝的物品。我相信这是埃及影响的另一个高潮，大概是在这一时期，狄奥尼索斯崇拜被引入希腊，而传统认为，狄奥尼索斯崇拜是“晚期的”。尤其是，我接受古代传统，认为对得墨忒耳的埃琉西斯神秘崇拜（Eleusinian mystery cult）创建于这一时期。
(14)

 我还相信，在公元前14世纪初，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珀罗普斯人（Pelopids）或者亚加亚人又一次侵略了希腊，从而引入了新的防御风格，可能还有战车比赛；但这不是我的项目直接关心所在。

公元前12世纪有一次更大的历史断裂。在古代，现在所谓“多利安人侵略”更经常地被称为“自称赫拉克勒斯后裔者的回归”。侵入者无疑来自希腊西北边缘，那里没怎么受到他们破坏的迈锡尼宫殿所承载的中东文化的影响。他们自称“赫拉克勒斯后裔”这一点很迷人，因为它不仅声称是赫拉克勒斯的神圣后代，而且声称是已经被珀罗普斯人所取代的皇室家族的埃及和腓尼基祖先。没有疑问的是，这些征服者的后代，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多利安国王，相信自己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裔。
(15)



在第二卷中，我将考量我认为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斯巴达社会的“埃及化”；在第三卷中，我将讨论公元前6世纪对埃及俄耳甫斯崇拜的引入。在别的地方，我论述过城邦（polis）或者城邦国家的腓尼基来源，还有马克思所谓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时“奴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腓尼基来源。我还希望在某个时候，来研究希腊诸学科“创建者”对埃及和腓尼基科学、哲学和理论政治学的传播，这些“创建者”多数在埃及或腓尼基学习过。但是，《黑色雅典娜》本质上关注的是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希腊形成过程中埃及和闪米特的角色。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内容提要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论题是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的发展，第一章《古代的古代模式》讨论古典和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对他们遥远过去的态度。这一章考量了肯定古代模式的作者的文本，这些作者指称了在底比斯和雅典的埃及殖民地，给出了埃及人征服阿尔戈斯地区（Argolid）与腓尼基人建立底比斯的细节。我还讨论了多位19和20世纪“渊源批评家”的声称，他们认为古代模式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编造出来的，而我援引了图像证据和许多更早的引文来证明这一模式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存在了。

第一章尤其分析了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这一剧作描写达那俄斯及其女儿们抵达阿尔戈斯的情景。根据一系列词源，我认为，有相当证据表明该剧的特殊词汇受到埃及的影响，埃斯库罗斯与极其远古的传统有接触。其中，我声称该剧的主题是基于一对双关语：hikes(ios)（乞援人）和Hyksos（希克索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埃及殖民者作为乞援人到达可以视为对希腊民族骄傲的抚慰。在柏拉图的对话《蒂迈欧篇》（Timaios
 ）
(16)

 中有类似的抚平打击的尝试：柏拉图大体承认埃及和希腊之间古老的“发生”关系，尤其是雅典和赛斯（Sais）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尼罗河三角洲西北边缘的主要城市。但是，他认为雅典居前，这非常不让人信服。

与其他一些希腊人一样，埃斯库罗斯和柏拉图似乎对殖民传说感到恼怒，因为这些故事把古希腊文化置于比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文化低等的位置，对这两种人，此时的多数希腊人好像都有严重的矛盾情绪。他们蔑视、害怕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同时又非常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有悠久的历史与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教和哲学。

如此众多的希腊人克服了他们的反感情绪，将“与民族偏见如此不通融的［殖民］传说”传递下来，这一事实给18世纪历史学家威廉·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基于这一事实，认为“它们（指殖民传说）的基本事实似乎不容置疑”。在米特福德之前，没有人质疑过古代模式，所以没有必要去为它辩护。这类“民族偏见”的动机可以解释修昔底德为何没有提及这些传说，他当然知道它们的存在。

接着，第一章讨论了一些特定的希腊和埃及神灵、仪式之间的对等，以及埃及形式更早、埃及宗教是原初的等普遍认识。只有这样——意欲回归古代的恰当的形式——才能解释为什么，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在整个希腊、地中海东部地区，后来是整个罗马世界，埃及神灵开始被以埃及名字、埃及仪式进行膜拜。只是在公元2世纪埃及宗教崩溃后，其他东方教派，尤其是基督教，才开始取代它。



第二章，《从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埃及智慧与希腊传播》，考量早期基督教神父对埃及的态度。在埃及宗教的希腊和异教传人新柏拉图主义及其犹太—基督教对应物诺斯替教（Gnosticism）被粉碎后，基督教思想家把埃及宗教变成一种哲学，从而将它驯化了。这一过程与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os）这一人物相统一，他是埃及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神话即历史论的或理性化的版本。若干与透特相关的文本在埃及宗教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写成，被认为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在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是否比摩西和圣经道德哲学更早这一问题上，早期基督教神父意见纷纭。圣奥古斯丁坚定地认为摩西和《圣经》有优先权和优越性，他的意见很有分量，流传后世。但早期基督教神父遵照古典传统，一致相信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大部分哲学，虽然埃及人的一些哲学或许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那里学来的。因此，在整个中世纪，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被视为非《圣经》的或“异教的”哲学和文化的创始人。

这一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仍然持续着。15世纪时希腊研究的复兴造就了对希腊语言和文学的热爱以及对希腊人的认同，但没有人对希腊人曾经是埃及人的学生这一事实提出过质疑，他们对埃及人同样有兴趣，如果不是更有热情、更有兴趣的话。他们崇拜希腊人，因为希腊人保存、传播了埃及古老智慧的一小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和牛顿等人的实验技能得以发展，是为了找回失去的埃及或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知识。在整个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有若干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文本可以找得到拉丁文译本；1460年，发现了更多的文本，运到了科西莫·迪·美第奇（Cosimo di Medici）在佛罗伦萨的宫廷，由那里最杰出的学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把它们翻译出来。这些译本和其中的概念成为菲奇诺发起的新柏拉图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而新柏拉图主义运动又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核心。

虽然哥白尼的数学源自伊斯兰科学，他的日心说是在培育他的赫耳墨斯神智学新的思想环境中得自埃及神圣太阳概念的复兴。他的支持者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6世纪末时在这一点上的立场更为鲜明，甚至超出了菲奇诺的可敬的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赫耳墨斯神智学。他对宗教战争和基督教的不宽容感到惊骇，倡导回归埃及的原始或自然宗教，因此他于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在火刑柱上烧死了。

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三章，《17、18世纪埃及的胜利》。布鲁诺的影响延至他的身后。他似乎与神秘不定的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的创建者们有一些联系，玫瑰十字会匿名的宣言在17世纪早期吸引了人们，会员们也把埃及视为宗教与哲学的源泉。通常认为，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文本于1614年被伟大学者伊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推翻了，他令自己满意地证明，这些文本并非来自极其遥远的古代，而是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文献。19世纪以来，这一观点被视为公理，甚至“反叛”学者如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也这么认为。但是，本章里，我试图证明我为何倾向于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提出的观点，即最早的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无论它们的真实日期在何时，认为卡索邦破坏了这些文本可信度的想法是错误的。赫耳墨斯神智学即便到了17世纪后半期也是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在那之后也保持了相当影响力。当然，在17世纪末，上层阶级对魔术的信仰衰退，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的确失去了吸引力。

虽然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对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不那么有吸引力，但人们对埃及的兴趣和崇拜并未消减。一般来说，18世纪是古典主义时代，渴求秩序和稳定，所以比起希腊来，人们更喜欢罗马；与此同时，为了与欧洲过去的封建主义和迷信的基督教相决裂，人们对其他非欧洲的各种文明很有兴趣。在这一世纪中，最有影响的是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二者都被视为拥有发达的代表概念而非声音的书写系统，二者都有内涵深刻、历史悠久的哲学。但它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似乎是如下一点：它们的统治出于理性，没有迷信，统治者是一群按照道德标准选拔出来，经过严格指引和训练的人。

至迟从柏拉图以埃及祭司为模型塑造了他的城邦卫士那时起，埃及祭司确实对保守的思想家有吸引力。在18世纪，这一思想路线被共济会成员（Freemasons）继承了；但即使在中世纪，共济会成员对埃及尤其感兴趣，因为他们遵从古代传统，相信埃及是几何学或共济会（Masonry）的家园。18世纪初年，思辨共济会（Speculative Masonry）形成后，共济会依靠玫瑰十字会和布鲁诺建立了“双重哲学”。这包括为群众准备的迷信的、有限的宗教，但对先知先觉的人们来说，是回归埃及自然纯洁的原初宗教。所有其他宗教都从后者的废墟中创建。这样，共济会成员——这包括启蒙运动中几乎每一个重要人物——把他们的宗教视为埃及的，他们的符号是埃及象形文字，他们的居所是埃及神庙，他们自己是埃及祭司。的确，共济会成员对埃及的崇拜在埃及失去学界的光彩后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坚持这一崇拜，不过带有一定程度的自贬，这在“真正的”历史被视为从希腊人开始的世界中，是个异数。

极端的共济会制度达到顶峰并对基督教秩序造成最严重的威胁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此期间，思想上的挑战伴随着政治和军事威胁，这表现在伟大的法国学者、反教权主义革命者夏尔·弗朗索瓦·迪皮伊（Charles François Dupuis）的作品中。迪皮伊的论点是，埃及神话——他遵从希罗多德的观点，把它视为与希腊神话相同——基本上由关于星座运动的寓言组成，而基督教不过是误解了这一光荣传统的片段的集合。



第四章的论题是《18世纪对埃及的敌意》。埃及对基督教的威胁自然引发了反应，布鲁诺的祭杀和卡索邦对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古代性的攻击都可以视为这一反应的早期例子。然而，17世纪末，随着共济会的重组和试图极端化，情势又一次变得危急了。这一“极端启蒙”造成的威胁能够解释牛顿对埃及态度的剧烈变化。在早期，他遵从他在剑桥大学的新柏拉图主义老师们，非常尊重埃及，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把埃及创建的时间推迟到特洛伊战争前夕，试图以此降低埃及的重要性。牛顿关心的是对他物理秩序概念及其神学和政治对应物——穿平常衣服的神性和辉格党君主立宪制——的威胁。这一威胁来自泛神论，它暗示着宇宙生机勃勃，无须整饬者甚或创造者。

这种泛神论可以经斯宾诺莎追溯到布鲁诺及更远，直到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埃及本身。对极端启蒙的挑战第一次清晰有力的拒绝是在1693年由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做出的，他是牛顿的朋友，一名伟大的怀疑论古典学家；这也是对牛顿在科学、政治和宗教中“辉格党”规划的最早的通俗化。本特利攻击他和牛顿的敌人的一种方式是使用卡索邦的战术。他利用他的批评性学术来破坏有关埃及人远古和智慧的希腊文献。因此，在整个18和19世纪，我们发现希腊主义和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与对基督教的维护之间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联盟。偶尔的希腊主义无神论者，如雪莱和斯温伯恩（Swinburne），制造的吵闹之声与埃及—共济会的威胁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与基督教相比，牛顿只是企图降低埃及的地位；他并未试图提高希腊的位置。但是，到18世纪中期，若干基督教辩护士使用正在出现的“进步”范式——其假设是“越靠后越好”——以埃及人为代价来提升希腊人。这些思想线索很快与其他两个同时取得强势地位的线索相融合，即种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因此，第四章还勾勒了17世纪晚期以肤色为基础的英国种族主义的发展，此时美洲殖民地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们的双重政策是消灭本土美洲人和奴役非洲黑人。洛克、休谟和其他英国思想家的思想浸透了这种种族主义。英国思想家的影响以及其他大陆的新的欧洲探索者的影响在哥廷根大学占有显著位置，这一大学是1734年由汉诺威选帝侯和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创建的，它成为不列颠和德国之间的文化桥梁。因此，并不让人惊奇的是，关于人类种族分类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它很自然地把白人（他的新名词叫作“高加索种人”）放在等级制度的顶端——是由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一位哥廷根的教授，在18世纪70年代写就的。

哥廷根大学为现代学科学术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同是在18世纪70年代，其他哥廷根教授开始发表并非个人，而是民族、种族及其机构的历史。这些“现代”规划，连同彻底性以及处理文献的批评方法，能被有用地视为新的浪漫主义种族关切的学术侧面，这一关切流行于当时的德国和英国社会。18世纪浪漫主义不仅仅相信感情是第一位的，理智是不足的。围绕着这些信念有对风景的情感——尤其是荒野的、遥远的、冰冷的风景——以及对精力充沛、有道德的原始人的崇拜，这类原始人或许由上述风景塑造出来。这些情感与下述信念相结合，即由于欧洲的风景和气候比其他大陆要好，欧洲人肯定高人一等。孟德斯鸠和卢梭支持这些看法，但它们在英国和德国扎根最深。

到18世纪末，“进步”已经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范式，动态和变化比稳定更受重视，人们开始通过时间而非空间来看待世界。当然，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空间仍然重要，因为他们关切民族或“种族”的地方形成。因此，据信一个种族在不同时代里形式有变化，但总是保留一种不变的个体本质。真正的交流不再被视为通过理性发生，可以抵达任何理智的人。现在，它通过情感流动，只能打动那些通过亲属或“血缘”关系彼此联系、具有共同“遗产”的人。



回到种族主义的主题上来。许多古代希腊人有一种情感，很像现在称为民族主义的东西：他们蔑视其他民族，其中一些人甚至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民族主义抬高到理论的层面，以希腊的地理位置为依据，声称希腊人的优越性。许多希腊作家对外国文化，尤其是埃及、腓尼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抱有真正的敬意，这一敬意缓和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但无论如何，与18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时席卷北欧的种族主义浪潮相比——这一浪潮与对基督教欧洲和北方的崇拜相联系——这一古希腊“民族主义”的力度是微不足道的。各个“种族”在物质和精神的天赐方面本质上不平等这一范式被应用于所有人文研究，尤其是历史。不同种族相混合此时被认为是不好的，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话。一个文明保持创造性的保证是“种族纯洁”。浪漫主义者将希腊视为欧洲的缩影和纯洁的童年，而希腊竟然是本土欧洲人与殖民的非洲人和闪米特人相混合的结果这一看法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了。



第五章，《浪漫主义语言学：印度的兴起与埃及的衰落，1740—1880》，开头是历史语言学的浪漫主义起源的概要，并讨论了18世纪之交对古代印度的热情，这一热情主要是由于认识到梵文和欧洲语言的基本关系后引起的。这一章还概述了欧洲对中国评价的降低，因为二者之间的贸易平衡变得对欧洲有利，英法两国不断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我论证，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形象的转变成为必然，它原来是一个精致、开明的文明，现在则成为充满了鸦片、灰尘、腐败和酷刑的社会。古埃及在18世纪被视为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国家，现在它遭受了使欧洲在其他大陆不断进行扩张和虐待土著人的行为成为正当需要所带来的同样后果。古埃及和中国都被抛进前历史，成为高等种族——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动态发展的坚实而有惰性的基础。

尽管埃及的声名衰落了，但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在19世纪仍然存在。的确，在某些方面，这一兴趣甚至增加了，因为1798年拿破仑到埃及的远征使得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呈爆炸性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破解了埃及象形文字。在这一章里，我将讨论商博良的动机和学术生涯的复杂性，这与共济会传统以及古埃及、古希腊和基督教之间的三角关系相关。在此，我们只需注意到，1831年去世时他对埃及的支持引发了基督教政界和新的热情的希腊主义学术界的敌意。因此，商博良的解读一开始受到热情追捧后，25年中一直被打入冷宫。它在19世纪50年代晚期复兴后，学者们一方面被埃及的魅力和商博良的完美工作吸引着，另一方面受到当时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到19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将埃及文化视为静止不育的文化绝境。

在19世纪，若干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被他们认为的金字塔的数学优雅所“引诱”，相信金字塔是高等的古代智慧的载体。这些人被划分为怪人，因为他们冒犯了19世纪的三大基本信念：职业主义、种族主义和“进步”的概念。在“合理”的学者中间，埃及人的名声很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学者将埃及人视为本质上病态的、无生命力的。在19世纪末，一种新的相反的但同样贬损的形象开始出现。埃及人现在被视为与当代欧洲人对非洲人的看法相同：快活，热爱享乐，孩子气地爱吹牛，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

看待这些变化的另一种方式是假定在黑奴制和种族主义兴起之后，欧洲思想家们关切的是把黑色非洲人尽可能远地置于欧洲文明之外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和女人对埃及人的肤色并不确定，而热爱埃及的共济会成员往往把埃及人视为白人。其次，19世纪初的希腊狂们开始怀疑埃及人不是白种人，并否认埃及人是文明人。只是在19世纪末，当埃及完全被剥夺了其哲学名声时，埃及的非洲亲和关系才能够重新建立起来。请注意：在每一次变化中，黑人和文明之间的必然分隔总是清清楚楚。
 但是，虽然学术圈中希腊主义得胜，埃及被摒弃，埃及作为“文明摇篮”的概念从未彻底消失过。而且，对埃及宗教和哲学的神秘古怪的大范围崇拜始终困扰着“严肃的”职业埃及学家。本章讨论了这一“反学科”的两支，即埃利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倡导的“传流论”（diffusionism）和漫长的“金字塔学”传统。



第六章的标题是《希腊狂第一部分：古代模式的衰落，1790—1830》。虽然种族主义总是古代模式主要的敌对方并成为雅利安模式的支柱，但18世纪和19世纪初基督徒对埃及重要性的攻击足以与之相比，这些基督徒对埃及的宗教或“智慧”的威胁感到惊慌失措。他们的攻击挑战了希腊关于埃及重要性的论述，增强了希腊的独立创造性，以减弱埃及的创造性。确实，非常重要的是，古代模式第一次被挑战是在1815年至1830年间，因为这些年经历了对共济会理性主义的严重反动，而共济会理性主义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幕后主导；这些年也是浪漫主义兴起和基督教复兴的时期。进而，由于基督教与欧洲是同一的，二者能够合起来和进步的概念一起，在亲希腊运动中发挥作用，这一运动支持基督教的、欧洲的和“年轻的”希腊人与“年老的”、亚洲的和异教徒的土耳其人做斗争。

在19世纪20年代，哥廷根教授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使用新兴的渊源批评的技术手段推翻了古代所有对埃及殖民的指称，并削弱了有关腓尼基人的指称。这些技术手段已开始被用来攻击希腊人在埃及学习过的传闻。新信仰产生了，认为希腊文化本质上是欧洲的以及哲学和文明发源自希腊，而古代模式已成为新信仰的障碍；甚至在印欧语系的概念被广泛接受之前，这一障碍被“科学地”去除了。



第七章的标题是《希腊狂第二部分：新学术向英国的传播与雅利安模式的兴起，1830—1860》。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与古代人不同，他们坚定地相信“进步”。胜利者被视为比失败者更先进，“更好”。因此，尽管存在明显的短期的异常现象，历史现在被看作种族的传记，其内容是强壮活跃的民族如何战胜虚弱无力的民族。“种族”由其祖国的风景和气候形成，保持着永恒的本质，尽管它们在每一个新时代表现出新的形式。另外，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不言自明的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种族”是欧洲或雅利安种族。只有这一种族曾经有、将来永远会有征服其他所有民族，创造出先进活跃的文明的能力，与此相对照的是亚洲人或非洲人统治的静止社会。一些边缘欧洲人，如斯拉夫人和西班牙人，也许会被其他“种族”征服，但这样的征服与欧洲人对“劣等种族”的征服不同，从来不会持久有益。

这些关于“种族”和“进步”的范式及其“种族纯洁性”的推论，以及只有“统治种族”对臣民种族的征服是有益的这一概念都无法容忍古代模式的存在。因此，缪勒对有关埃及在希腊殖民的传说的反驳很快被接受了。随着缪勒的成功，雅利安模式在新的范式中建立起来。若干因素鼓励了它的形成：印欧语系的发现，说印欧语的人或雅利安人很快被视为一个“种族”；印欧语的原生地在中亚这一令人信服的假定；以及有必要解释希腊语基本上是一门印欧语。而且，就在同一时期，19世纪初，强烈的历史关怀集中于日耳曼民族于公元5世纪推翻了西罗马帝国，以及雅利安人于公元前两千纪征服了印度。由此，北方征服的模式很容易被用于希腊，而且很吸引人：活跃的征服者据信从生机勃勃的祖居地来到希腊北部，而“古希腊人之前的”土著人被并不严苛的家园环境软化了。虽然希腊文化中的许多非印欧语因素无法与彻底的纯洁的雅利安希腊的理想相融洽，但北方征服的概念的确使得不可避免的“种族”混合尽可能没有痛苦了。自然，更纯正、更北方的古希腊人是征服者，统治种族正应该如此。而古希腊人之前的爱琴海居民有时被视为边缘欧洲人，但总是高加索种人；这样，即便是土著人也没有被非洲和闪米特“血统”污染。

“闪米特血统”的问题把我们带到了第八章，《腓尼基人的兴起和衰落，1830—1885》。K．O.缪勒在19世纪20年代时否认了腓尼基人对希腊有任何影响，但他的浪漫主义是极端的，他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烈度是超前的。因此，在某些方面，腓尼基人甚至从埃及人的衰落中获利了，因为埃及殖民的传说现在可以解释为指代腓尼基人。无论有意无意，所有的欧洲思想家都把腓尼基人视为古代的犹太人，或聪明的“闪米特”贸易商。19世纪中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观是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之间的对话。闪米特人创造了宗教和诗歌；雅利安人则创造了征服、科学、哲学、自由以及值得拥有的其余一切东西。这一对“闪米特人”的有限认可与可以称之为西欧的有限的“机会窗口”相一致，处于对犹太人的宗教憎恶消失之后和“种族”反犹主义兴起之前。在英国，反犹主义与拥犹主义的传统并行，对腓尼基人相当推崇，因为他们的布匹贸易、探险和明显的道德正直对外国人和英国人来说，都几乎是维多利亚式的。相反的观点——即认为腓尼基人和其他闪米特人奢侈，残酷，奸诈——总是存在，尤其在欧洲大陆居于支配地位。

腓尼基人被憎恨为既是“英国的”又是东方的，这一点在伟大的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著作里尤其显著。米什莱关于腓尼基人的观点在福楼拜极受欢迎的历史小说《萨朗波》（Salammbô
 ）中广为传播。《萨朗波》1861年出版，内容包括对极其堕落的迦太基的生动描绘，这有力地加强了已经广为传播的反犹和反东方偏见。更糟糕的是福楼拜对用儿童祭献摩洛神（Moloch）进行了天才的、可怕的描写。这一令人厌恶的行为最终源自《圣经》，但公众坚定地认为它是迦太基人和腓尼基人所为，这使得支持腓尼基人变得非常困难。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腓尼基人的名声垂直下降，速度更甚于犹太人。

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九章，《腓尼基问题的最终解决，1885—1945》。
(17)

 腓尼基人的名声如此低落，加上19世纪80年代反犹主义兴起，人们持续不断地猛烈攻击腓尼基人，尤其是在论及腓尼基人与希腊人传说中有接触并对他们有影响时，因为此时希腊人已经有了半神的地位。

十年后，在90年代，尤利乌斯·贝洛赫（Julius Beloch），一名在意大利教书的德国人，和萨洛蒙·雷纳克（Salomon Reinach），位于巴黎有教养的社交和学术中心的已归化的阿尔萨斯犹太人，发表了两篇短小的但异常有影响力的文章。二者都承认了缪勒先驱的地位，都声称希腊文明是纯粹欧洲的，而腓尼基人，除了传播辅音字母表外，对希腊文化并无任何贡献。虽然此后二十年许多学者不愿接受这一观点，但到了20世纪初年，我称为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基础已经牢牢确立了。例如，对19世纪70年代海因里希·谢里曼发现迈锡尼文明的反应与对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1900年报告的在克诺索斯（Knossos）的克里特文明的反应迥然相异。前一例中，几名学者一开始曾建议，这些发现物与古典希腊时代的发现物完全不同，有可能是腓尼基人的。在此后几十年中，这一建议被坚决否定了。在1900年，与此相对照，在克诺索斯的文化立刻被取了个新名字“弥诺斯文化”，被认为是“古希腊人之前的”；它肯定不是闪米特的，尽管古代传统认为克里特岛正是闪米特的。

腓尼基对希腊影响的最后根除——及其被完全排斥为“幻景”——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实现，其时，由于犹太人在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第三国际中充当了想象的和真实的角色，反犹主义渐至高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关于腓尼基殖民希腊的传说都被推翻，关于腓尼基人在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在爱琴海和意大利出现过的报道也被推翻。许多从前提议的希腊名字和单词的闪米特来源都被否定。

现在，要付出全部努力，来限定唯一无法否认的从闪米特文化的借用——字母表的重要性。首先，所谓希腊人发明了元音字母的重要性被大大鼓吹，人们声称，元音字母对于“真正的”字母表必不可少，没有元音字母，人类无法有逻辑地思考。其次，借用的地点先后被转移到了罗得岛、塞浦路斯，最后到了叙利亚海岸线上一个据称是希腊殖民地的地方。这部分是因为现在认为让“活跃的”希腊人从中东把字母表带回来比他们从“闪米特人”那里被动地接受（传说是这么说的）要更合适，而且因为借用被认为包含社会混合，而这给希腊带来的种族污染是不可接受的。再次，传播的日期现在被推迟到约公元前720年，一个安全的日期，在城邦建立和希腊文化的形成期之后。这带来了一长段文盲期，处于埃文斯发现的线形文字消失和字母表的引入之间；这样的安排有两大优点：它允许荷马成为一个盲目的——几乎是文盲社会的北方游吟诗人，它还在迈锡尼时代与创始期时代之间打上了一个无法渗透的印记，即完全的黑暗时代。这样，后来希腊人关于他们早期历史的报道和古代模式被推翻得更加彻底了。

20世纪30年代，实证主义在“硬”科学中的地位削弱了，但在一些边缘学科如逻辑学和古代史中的地位得到额外加强。因此，古典学中腓尼基问题的解决显得“科学”和确定无疑：从此开始，这一学科可以科学地开展起来，或者，像一些人愿意描述的那样，一个范式已经建立。任何否认这一范式的学者都被取缔为无能、无理的怪人。这一立场的强势表现在：反犹主义的后果于1945年显现出来并深刻地动摇了反腓尼基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之后三十多年间，它仍然存在。但从长期来看，极端的雅利安模式退却了，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构成第十章，《战后局势：回归宽泛的雅利安模式，1945—1985》。

很可能以色列的建立比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恢复腓尼基人地位的影响更大。自从1949年以来，犹太人，至少是以色列人，日益被接受为完全的欧洲人，很明显，说一门闪米特语并不使人丧失军事成就的资格。而且，在50年代，犹太人对他们闪米特之根的自信陡然上升。

在这一过程的情景下，也许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正统犹太教或犹太复国主义的排他性，赛勒斯·戈登（Cyrus Gordon）和迈克尔·阿斯特（Michael Astour），两位伟大的闪米特学家，开始把西闪米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支持并攻击极端的雅利安模式。戈登在活着的人中最为精通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诸语言，他一直认为他的使命是证明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彼此联系。在此过程中，他的桥梁是古叙利亚的海港乌加里特（Ugarit）以及克里特岛。他觉察到迦南人的神话与《圣经》和荷马都有联系，这些神话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记载于乌加里特，20世纪四五十年代得以翻译；他1955年发表的关于此问题的专著败坏了他作为“合理”学者的名声，但使一些总体历史学家和外行公众着迷。
(18)

 此后不久，他把克里特文化的A类线形文字铭文读作闪米特语，进一步冒犯了正统，立刻招致一连串反对意见。尽管后来的研究几乎消除了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但多数学者仍然没有接受他的阐释。虽然文特里斯比他早几年把B类线形文字破解为希腊语是新奇的，但它肯定了希腊文化的地理广度和历史深度，因而受到欢迎；但接受A类线形文字为闪米特语意味着接受弥诺斯文明为闪米特文化，这就推翻了所有关于希腊和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概念。

流行看法的支持者们对《希腊—闪族比较论》（Hellenosemitica
 ）同样仓皇失措，如果不是更仓皇失措的话。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67年，是戈登的同事迈克尔·阿斯特的重要著作。《希腊—闪族比较论》是一系列关于西闪米特与希腊神话之间惊人相似的研究，揭示出二者之间非常密切的结构和术语方面的联系，这些联系是如此密切，而不能仅仅解释为人类心理的相似表现。除了这一基本主题带来的挑战外，阿斯特还做出了三项基本的攻击。首先，他写作这本书的事实本身打乱了学术界的现状。虽然一名古典学家来自居于支配地位的学科，可以讨论中东与希腊罗马的关系，相反的情形则不可行。一名闪米特学家被认为无权写关于希腊的书。其次，与其他有关史前阶段的证据来源相比，包括神话、传说、语言和名字，阿斯特质疑了考古学的绝对优先权，因此威胁了古代史的“科学”地位。再次，他为古典学勾勒了一种知识社会学，表明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他甚至暗示反犹主义与对腓尼基人的敌意有关，对学问稳步、渐进积累的概念提出质疑。但最坏的威胁来自他的基本信息，即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的传说包含事实的内核。

如此众多的异端邪说不可能不遭到惩罚。阿斯特被批评家围攻得如此惨重，不得不停止他的天才所开拓的领域的工作。但他的工作和戈登的工作一样，已经有了深刻的后果：与爱琴海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越来越多的黎凡特物品一起，他们的工作业已推翻了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可以公正地说，到1985年为止，这一领域的多数研究者已经退缩到了宽泛的雅利安模式。这就是说，他们接受了青铜时代西闪米特人殖民的可能性，不仅在诸岛，而且在希腊大陆，至少在底比斯。他们还相信，腓尼基人对铁器时代希腊的影响开始是早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有可能早至公元前10世纪。

另一方面，虽然戈登和阿斯特智识上很大胆，但他们并没有挑战雅利安模式本身。他们两人都没有考虑到希腊语词汇中有大量闪米特成分这一可能性；而且闪米特是他们的研究重点，他们没有调查埃及对希腊进行殖民的可能性以及如下假设，即埃及语言和文化在希腊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核心的角色。

已经有了数次尝试，来复活埃及影响希腊的传统。1968年，东德埃及学家西格弗里德·莫伦兹（Siegfried Morenz）就此论题及其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广泛的影响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但它在德国之外很少受到关注。斯皮罗普洛斯博士关于公元前21世纪底比斯存在埃及殖民地的假定被体面地埋葬了，无人知晓。学者们恶意中伤他确定的日期，另一方面尽量避免提及他“古怪的”结论。
(19)

 总的来说，论及埃及对希腊有重要影响的人只有在学术圈边缘或之外才能找得到：例如彼得·汤普金斯（Peter Tompkins）写作了范围广泛的新闻题目，他的《大金字塔的秘密》一书写作谨慎，但标题大胆；还有非洲裔美国学者G．G．M.詹姆斯（G．G．M．James）的迷人的小书《被盗窃的遗产》也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希腊科学和哲学从埃及那里大量借用的观点。《编造古希腊》的结尾预言，虽然推翻宽泛的雅利安模式会比推翻极端的雅利安模式需要时间长一些，但下个世纪初会普遍接受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



绪言以下部分包含相当数量的技术讨论，对理解本卷书不是必需的。因此，我建议主要对历史编纂感兴趣的读者跳过这些部分，直接阅读第一章。



欧洲的希腊还是黎凡特的希腊？希腊文明中的埃及和西闪米特成分：第二卷提要



《黑色雅典娜》第二卷将两大模式的相对效果与若干不同学科或历史重建的方法相比较：同时代的文献资源、考古学、地名、语言以及宗教崇拜。这一卷的绪言是对两大模式内在合理性的比较。

除了关于古埃及的知识这一可能的例外外，很明显古代模式的支持者们比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们占有更多的有关公元前两千纪的信息。但后者自称高等的基础不是信息的数量，而是他们的“科学方法”和客观性，在《编造古希腊》中此二者被根本地质疑了。有关客观性的问题它指出，希腊作家一方面希望为其文化赢得额外的历史深度，另一方面意欲在每个方面都比邻居们高人一等，在两种愿望间左右为难，而19世纪的学者没有这种矛盾情绪。他们的全部兴趣是提升欧洲的希腊，打压非洲的埃及人和闪米特的腓尼基人。这一事实本身会使旁观者倾向于相信古代人比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更“客观”。

但是，信息源可能更充足、更客观本身并不意味着古代模式的阐释价值比雅利安模式胜出一筹。我已经论证并在本卷的结论中重复过，不能仅仅因为后者建构的动机现在被认为是可疑的就抛弃它。例如，19世纪的学者陶醉于雅利安人侵略印度、以肤色为基础形成种姓制度的历史图景，这一事实并未消除这一规划作为历史解释的有用性。但我们应当记住，印度与希腊不同，它有着古老的侵略传统。

欧洲的希腊还是黎凡特的希腊？第一章勾勒了我们所讨论的时代和地区的文献证据。公元前两千纪的地中海东部不是文盲地区：埃及人和黎凡特人已经书写了几个世纪；克里特岛正在使用它自己的象形文字和A类线形文字，后者在基克拉迪群岛也使用。而且，很可能在这一千纪的上半期B类线形文字在希腊大陆上发展起来，我还认为，到公元前15世纪为止地中海东部大部分地区在使用字母表。
(20)

 因此，文字不仅广为传播，而且，与雅利安模式的构想者不同，我们能够解读它的多数形式。

这样说过以后，必须承认，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一时期不同文化区域之间关系的文献证据非常缺乏。最近发现的巨大塑像下面石块上的米特拉希尼（Mit Rahineh，又名孟菲斯）铭文给出了一些细节，说明公元前20世纪埃及广泛的陆上远征和海上航行的情况。
(21)

 人们有一段时间已经知道，公元前16世纪初，第十八王朝第一位法老的母亲阿霍特普女王，据信来自一个名叫“Ḥзw Nbw”的外国地区，据可信辨认是爱琴海地区。她的一些珠宝是爱琴海式样，这就确认了上述辨认。虽然她的儿子阿摩西斯（Amōsis）似乎对Ḥзw Nbw享有某种宗主权，此后一个多世纪没有这方面的进一步消息。无论阿摩西斯和Ḥзw Nbw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清楚的是，在希克索斯时期末尾和第十八王朝开初有过一些人口的交流。“克里特人”的名字PзKftỉwy，这一时期在埃及出现过，一个同时代的埃及纸草纸卷轴上的克里特名字名单中出现了多个埃及人和黎凡特人。这一公元前17世纪南爱琴海地区人口充分混合的图景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确认：锡拉岛的壁画，A类和B类线形文字中晚一些时候的人名。

就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而言，有关与爱琴海地区接触的埃及文献证据要丰富得多。铭文和墓画清楚表明，在图特摩斯三世（TuthmōsisⅢ）公元前15世纪中期征服叙利亚以后，埃及人能够对克里特岛及更远地方行使某种形式的宗主权，此后一百年中这种宗主权更新了许多次。关系确定以后不久，埃及的文献和绘画表明克里特岛经历了权力更迭，这与克诺索斯的考古证据相吻合，暗示此时迈锡尼征服了弥诺斯人。埃及文本不再指称爱琴海的Kftỉw，而代之以Tỉnз或Ta-na-yu。这几乎肯定是指达那厄人（Danaans）和希腊，因为公元前14世纪的一个铭文给出了一些Ta-na-yu地方的地名，其中几个被可信地辨认为克里特岛和希腊的地名。而且，同一时期腓尼基城邦推罗（Tyre）的国王给埃及法老写了一封信，指称Da-nu-na的一个国王，这个地方很可能在希腊。

乌加里特语和B类线形文字都指称了黎凡特与爱琴海地区在公元前14世纪的接触。乌加里特商人与克里特做生意，我相信在乌加里特发现的人名Dnn是Danaan，表明在那个港口有过希腊人。B类线形文字的刻写板说明在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有说希腊语的宫廷社会和经济，很像同时代近东的那一类。从语言学上说，B类线形文字的铭文表明希腊语中许多得到承认的闪米特语外来词在公元前14世纪就已经有了。应该承认，它们一般属于“意识形态上合理”的语义领域，即有可能被闪米特商人带来的奢侈品。但是，它们包括chitōn，“衣服”的标准词，和chrysos（金子），希腊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具有核心崇拜意义的金属，这表明到青铜时代晚期接触已经非常深广了。而且，有许多人名属于“埃及的”“推罗的”等等类型。总之，文献表明的密切接触和人口混合的类型与古代模式非常符合。另一方面，雅利安模式也能涵括它们，尚无文献证据支持传说中的殖民。



第二章关于考古学。开头讨论中王国在公元前两千纪之交对波伊奥提亚的影响的可能遗迹。但本章大部分是关于锡拉岛大爆炸的日期，锡拉岛是克里特岛以北70英里的一个岛。我们知道，岛的整个中心的爆发能量是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Krakatoa）大爆发的数倍。由于喀拉喀托火山爆发毁坏了数百英里以外的窗户，引发的海啸穿越了印度洋，它在全世界制造的灰尘促进了印象主义的发展，并影响了整个北半球的气候，所以锡拉岛火山爆发的影响一定非常巨大。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次爆发的时间与克里特岛发生的破坏同时，后者据信与迈锡尼的希腊人大约公元前1450年来到该岛有关联。但这种看法的一个困难是，破坏之前的克里特岛的陶器属于弥诺斯晚期第一期B，虽然经过辛勤的寻找,但这样的陶器在锡拉岛的火山沉积物下面没有被发现。一些考古学家因此把两个事件分开，认为火山爆发比迈锡尼破坏早大约50年，即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

我认为，爆发的时间要更早，在公元前1626年，这个精确年代的根据是树木年代学——这一例中，是测量美国西南部狐尾松的年轮得来的。喀拉喀托火山那样规模的爆发留下的印记包括夏天的霜和雪线附近的树木数年停止生长。而这些古老的狐尾松在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6世纪没有证据表明一场震动世界的爆发发生过，但公元前1626年有证据。这一年对爱尔兰的橡树也是个坏年头。这样的“喀拉喀托火山效应”有可能由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巨大地震造成；但由于我们发现锡拉岛火山爆发的记录有问题，这一确认大概是可能的。
(22)

 但还有其他证据支持早一些的日期。虽然火山气体似乎扭曲了破坏层以下的一些物质的碳的日期，但存活期很短的植物的碳的日期——只有这些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指示着公元前17世纪而不是公元前15世纪的日期。
(23)



在中国，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桀的死亡伴随着一些异常天象，如黄雾、夏霜、暗淡的太阳、同时出现三个太阳，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已可信地解释为是锡拉岛灰尘云霾的结果。但下一个问题是桀死亡的时间。它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5世纪：一些历史学家将其定在了公元前16世纪，另外一些认为是公元前1700年以前。但以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计时器为基础的编纂物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是公元前17世纪。
(24)



早一些日期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埃及，在那里有关公元前15世纪的文献资料很丰富。如果锡拉岛大爆发规模的事件没有被以某种形式记载，那将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大爆发肯定影响了下埃及。而且，我们看到，克里特就是在这个时候，大约公元前1450年，向埃及派遣了前往进贡的使团。与此相对照，埃及有关公元前17世纪的记录几乎没有，自然不会提及爆炸。这次灾难的巨大规模允许我对通常反对的“默证”做一次例外的对待。但是，我承认这一类论证本质上是虚弱的。而且，树木年代学、碳和“中国”日期都可以被质疑。尽管如此，既然公元前15世纪的日期极端没有说服力，四项证据加起来使公元前1626年看起来要可信得多。

因为现在几乎毫无疑问火山爆发发生在弥诺斯晚期第一期A，所以有必要对若干分期的绝对日期向前做出一些调整。《剑桥古代史》给出的年代表是标准分期，它是在陶器风格变化的基础上编制的：

弥诺斯中期第三期，公元前1700—公元前1600；弥诺斯晚期第一期A，公元前1600—公元前1500；弥诺斯晚期第一期B，公元前1500—公元前1450。

本书的年代表为：

弥诺斯中期第三期，公元前1730—公元前1650；弥诺斯晚期第一期A，公元前1650—公元前1550；弥诺斯晚期第一期B，公元前1550—公元前1450。

对克里特的陶器分期做出修正后，也有必要对希腊大陆的陶器分期做出修正，因为后者是在弥诺斯分期的基础上制定的，二者至今或多或少有相关性。其中，尤其需要修正谢里曼在迈锡尼首先发现的竖井墓的日期，从公元前17世纪末修正为17世纪初。这样做实际上增加了古代模式的困难，因为它主张，开启了英雄时代的殖民是埃及人在公元前16世纪赶走希克索斯人的结果。但是，16世纪的日期是矛盾的，因为此时克里特岛并无考古证据证明有重要的整体的破坏发生，而埃及的殖民者不大可能绕过这个岛。

这些与考古证据的不洽合解释了《黑色雅典娜》提出的对古代模式的两大修正之一。修正的古代模式断言，埃及人和西闪米特人开始在爱琴海开拓殖民地是在公元前18世纪末，当希克索斯人首次控制下埃及时，而不是在公元前16世纪70年代，当希克索斯人在下埃及的权力崩溃时。如果暂时接受了这一修正，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古代人尊敬更古的年代，却推迟了登陆的日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试图把登陆与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以及埃及人赶走希克索斯人相关联，后者实际上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初。
(25)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为了显得冷静合理而做出低估，因为古代这方面的压力肯定不会比今天小。最后，“爱国”情感和乞援人/希克索斯的双关语（Hikesios/Hyksos）可能有影响。如果到来者是在希克索斯阶段末期的难民或乞援人，而非初期到来的征服者，对希腊自尊的伤害会小一些。

考古学为希克索斯人到达埃及之后不久就入侵爱琴海的假设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公元前18世纪末，克里特的王宫全部遭到破坏，后来重建，方式略微不同但差异很重要。因此传统上有早王宫时代和后王宫时代的区分；变化包括剑的引入、竖井墓和狮身鹰首兽的皇家主题——所有这些早些时候存在于黎凡特，而且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很重要。克诺索斯这一破坏层的一个密封印表现了很像迈锡尼人的野蛮的、蓄须的国王。

在艺术方面，弥诺斯中期第三期/青铜时代中期第三期的爱琴海物品与希克索斯阶段和第十八王朝初期发现的埃及物品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文化交流的方向通常认为是从爱琴海到埃及；但这里有一些疑问，因为就许多最具特征性的迈锡尼物品、技术和主题而言，黎凡特有先例。我认为，公元前18世纪末和公元前17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至少物质文化大融合的最有成果的类比是公元13世纪鞑靼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Pax Tartarica）。蒙古统治者使中国、波斯和阿拉伯的技术和艺术互相融合，彼此特征相混杂，打破了传统的严格界线。在希克索斯这一例中，我假定长期存在的如埃及和克里特传统，很快恢复原样，但有一些小的修正；而希腊大陆缺乏这样的传统，所以混杂的“希克索斯国际风格”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

希克索斯人公元前18世纪末对克里特的埃及—迦南征服，并在更北方建立多个殖民地的假设能够提供可信的规划，来涵括我提到的考古学证据。迈锡尼的竖井墓充满了新式武器和其他物品，表明有外国影响，主要是弥诺斯和近东影响，这些墓很可能是新的征服者的墓。确实，剑桥古代史学家弗兰克·斯塔宾斯（Frank Stubbings）教授在他为《剑桥古代史》写作的关于竖井墓的文章中持同样观点，虽然他接受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日期，并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希克索斯入侵者对希腊文化没有持久的影响。
(26)

 自从文章20世纪60年代被发表以来，出现了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少数派观点。最近在东三角洲地区的Tel ed Daba＜
 a的考古发现几乎肯定是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里斯（Avaris）的遗址，它表现出西闪米特和埃及的混合物质文化，和竖井墓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27)



迈锡尼青铜时代中期的陶器风格的连续性表明，早期文化在相对低层的社会级别存活下来。这正是修正的古代模式阐释的语言学证据所表明的。它还与下述描写相吻合，即本土的佩拉斯吉人（Pelasgians）在新来者的指导下成为达那厄人或雅典人。但必须指出，这不是对考古证据的唯一解释。即便在Tel ed Daba＜
 a被发现之后，仍有可能论证，迈锡尼的物质文化是本土爱琴海首领变得富有和更有权势并进口外国物品和工匠的结果；或者，希腊雇佣军从埃及归来，带来财富和新风格的眼光。虽然没有语言学证据和古代权威来支持这些阐释，但当代考古学家多数持这样的观点。

我提到过，还有一派思想，认为此时希腊物质文化的剧烈变化是侵略的结果，但没有长期的效果。但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多少疑问，非考古学论证对考古学家们的影响非常大。不可避免地，大多数学者否认有任何希克索斯殖民地存在，影响他们的是他们身处其中的雅利安模式。同样，少数人受古代模式的传说影响，相信殖民地的存在。二者中，很清楚物品本身并未强加一种单一的概念模式。在好的情况下，考古学也许能够提供有关人口密度、殖民地规模或地方经济的迷人、重要的信息，但仅仅考古学本身作为工具太迟钝，不能为《黑色雅典娜》讨论的问题提供答案。



第三章，讨论山、河的名字，是《黑色雅典娜》中集中探讨语言借用的第一章。因此，它在开头讨论了埃及语、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之间公认的语音一致性。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之间一致的某些细节已经确定了，它们与希腊语之间一致的大量信息可以从少数得到承认的外来词以及用其他语言标音的数以百计的专有名词中推测出来。从所有这些信息可以明确看出，三种语言之间的语音一致是异常广泛的；而一个闪米特语或埃及语词语或名字在希腊语中可能出现的标音方式之多很是令人困惑。这些变化的部分解释是聆听和复写外国语音的种种困难，还有外来词的借用是通过不同的地方方言或第三种语言。但是，变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借用发生的时间非常之漫长。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时段里——这是我们讨论的主要时期，三种语言，尤其是埃及语，经历了剧烈的语音变化。我因此认为，同一个词语或名字有可能被借用了两次或两次以上，每次借用的结果大不相同。我发现这里最有用的类比是日语在近一千年中来自汉语的借词；但在这一例中，书写系统使人能够看到原来的词是什么，是日语对汉字的许多不同“读法”或语音标示着不同的借用。

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书写系统都不标注元音。重建其元音的一些尝试可以从科普特语和马拉所本对《圣经》的元音化做出，也可以从楔形文字、希腊语和对它们的其他标音做出。但是，许多词源不得不仅仅在辅音结构的基础上构造。这一点，还有辅音本身明显的、大范围的对应，创造出了埃及语、闪米特语和希腊语词语和名字之间众多的可能语音对应。另一方面，现象很容易被想象出来这一事实与它们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无关。而且，强有力的外在论证支持大量的语言借用发生过。即便没有古代模式，尚有地理和时间相近性，以及密切接触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除此之外，支持雅利安模式的学者在过去160年中无法用印欧语或据称与“古希腊人之前”相关的安纳托利亚语言来解释50％的希腊词汇和80％的专有名词。

在此情势下，我认为值得为希腊语形式寻找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源，但要尽量严格地操作。首先，我没有试图取代广泛接受的印欧语词源，即便它们中间的一些可能是错误的；本书提议的大部分新词源没有正统竞争者。但即便在这些例子中，人们也应该极其谨慎。在语音方面，人们应该局限于实际被证明使用过的辅音对应，即便很可能其他对应也发生过。同样，不应该有音位变换或辅音次序的转换。这一规则的一个例外是流音的交换——第二、三位置的l音和r音。这一点得到容忍是因为这一现象在三种语言中极其常见，尤其是在埃及语和希腊语中。因此，希腊语martyr（证人）可以合法地源自埃及语mtrw（证人），pyramis（金字塔）源自埃及语pзmr（坟墓）或（金字塔）。但避免虚假词源的主要抑制手段是语义学，词源认定需要意义的严格对应。

支持雅利安模式的学者在地名领域的研究尤为稀松。希腊语和安纳托利亚语名字之间的任何疏松的语音对应都被视为足够联结二者的证据，无论它们指称一个岛、一座山、一条河或一个城镇，更不用说它们的地理或传说情景了。这种马虎的状况使得更为严格的学者完全绕开了这个题目，结果德国古典学者A.菲克（A．Fick）1905年发表的很概略的研究至今仍未被超越。这道惊人的鸿沟是雅利安模式下的学者几乎完全不能解释爱琴海地名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印欧语解释。这些学者所能够做的只是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能解释它们，并简单地称之为“古希腊人之前的”。

雅利安模式学者特别强调所谓“古希腊人之前的”地名元素-(i)ssos和-nthos，它们尚未被赋予任何意义。这一分类由德国古典语言学家保罗·克雷奇默（Paul Kretschmer）首先提出，由美国古典学家J.黑利（J．Haley）和考古学家卡尔·布利根（Carl Blegen）予以发展。他们认为，这些地名的分布与青铜时代早期的殖民地相对应；进而，由于侵略者据信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的时候才抵达，这些地名是古希腊人之前殖民地的信号。从考古学上说，这一理论很不足信，因为上述对应不仅适用于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而且适用于青铜时代晚期遗址。地名的侧面同样很薄弱。甚至在黑利和布利根宣布他们的理论之前，克雷奇默已经承认，这些后缀可以跟在印欧语词根后面，因此它们本身不能表明是古希腊人之前的——如果人们接受雅利安模式的话。由于这些后缀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词干结尾也有出现，如果人们在古代模式内部运作的话，它们作为一种本土要素的标示物同样没有帮助。

由于这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布利根和黑利的假说依然受到如此尊敬是令人惊诧的。我们的解释是，古代希腊语地名学这一领域是如此荒芜，甚至垃圾都不会被抛弃。根据修正的古代模式，-nthos有许多不同的词源，其中两个最常见的是齿音前的鼻音化和埃及语-nṯr（神圣的）；-(i)ssos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爱琴海语言词尾，但它至少到青铜时代末期仍然在使用。

如我所言，第三章讨论的是河流和山的名字。山、河名字构成任何国家最恒久的地名。例如在英国，多数山、河名字来自凯尔特语，有一些甚至比印欧语还要早。因此，埃及语或闪米特语山的名字的存在能表明很深刻的文化渗透。这一章不能讨论我在这一领域所有的提议，但得到考虑的提议包括一些被证实广泛使用的地名。例如，Kēphisos或Kāphisos是河流或溪流的名字，遍布整个希腊，但尚未得到解释。我认为它源于Kbḥ，一个常见的埃及河流名字“清新的”，加上后缀-isos。从语义上说完全相符：Kbḥ显然与ḳb(b)（清凉的）和ḳbḥ（使洁净）相关联。希腊语Kēphisoi常常用于洁净仪式。Ḳbḥ有一个辅助的意义：“有野鸟的湖”。这与浅浅的大湖科帕伊斯湖契合很好，这个湖在希腊传统中有许多埃及关联，Kēphisos河流注入它。据我所知，这一词源从未被发现过。

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开始之前，大家普遍接受希腊的河名Iardanos——在克里特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可以找得到——来自闪米特语Yardēn或Jordan（约旦河）。甚至贝洛赫和菲克都不得不承认，这一词源“很吸引人”，而且他们不能提供别的选项。然而，整个20世纪都否认了这一词源。19世纪末之前广泛认可的另一个闪米特词源是希腊语地名元素sam-，如Samos、Samothrace、Samikon，它总是指称高的地方，来自闪米特语词根√smm（高的）。这一词源同样遭到忽视和否认。这一章提议的其余词源需要更多的讨论。



第四章讨论城市名字。比起自然景观的名字来，城市名字更通常地在文化与文化之间传递。但是，希腊的印欧语城市名字数量不多，多数城市名字能够发现可信的埃及和闪米特词源，这些事实表明的接触深度不可能仅仅用贸易来解释。例如，希腊城市名字最常见的一组词集中于词根Kary(at)。这可以可信地解释为西闪米特语城镇的标准词语qrt在不同城市名字中以多种方式元音化的结果，包括Qart-，Qårêt或者Qiryåh/at。事实上，它是一个最常见的腓尼基和希伯来地名，如迦太基（Carthage）和其他许多城市的名字。

我给出例子，来表明Kary-的使用与希腊语中“城市”的标准词polis之间是严格平行的。其中最惊人的是在雅典娜·波丽亚斯（Athena Polias）
(28)

 神庙的柱廊中，在传说中的雅典创建人凯克洛普斯（Kekrops）的坟墓周围放置了加里亚狄（Karyatids）的像。这样，“城市的女儿”看起来比“来自拉科尼亚（Lakonia）的卡里埃（Karyai）的阿耳特弥斯的女祭司”或者“坚果仙女”是这个名字更可信的解释，而后两者是今天给出的唯一解释。词干Kary-有许多变异形式，我认为其中包括Korinthos（Corinth，科林斯）。

地峡上科林斯附近是美伽拉（Megara）城。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公元2世纪希腊的贝德克尔，解释说这个名字意为“洞穴”或“地下房间”。
(29)

 一个正是这个意思的西闪米特词在乌加里特语地名Mǵrt和圣经里的Me＜
 åråh出现了。希腊城市名或城镇名Megara和Meara别无解释，上述两词看来是可信的词源。

古埃及有很长的斗牛传统，即牛斗牛的传统，这并不广为人知。斗牛及斗牛的场地被称为Mṯwn。在荷马史诗中，词语mothos——宾格mothon——意为“战争喧嚣”和“动物之间的战斗”；而mothōn可以指“放荡的舞蹈，笛子曲调”或者“鲁莽的年轻人”。Mṯwn是埃及常见的地名；Mothōne，Methōne或者Methana在希腊几乎同样常见。这些地方都位于海湾旁，可以用剧院式来形容。所以，在Mothone发现了一枚硬币把港口描绘为剧院，因此明显与Mṯwn相联系，这并不让人吃惊。

迈锡尼（Mykēnai，Mycenae）的传统词源是mykēs，“蘑菇”。一个更为可信的词源大概是Maḥǎneh“营地”或Maḫǎnayim“两座营地”，西闪米特语一个常见的地名。还有，在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到来之前，普遍认为希腊城市名忒拜（Thēbai）来自迦南语têbåh（方舟，箱子），后者又来自埃及语tbỉ或dbt（盒子）。这两个词常常和另一个可能相关联的词ḏbз（柳条筏，纸莎草方舟）以及ḏbзt（棺材，神龛；由此引申，宫殿）相混淆。ḏbз在科普特语中写作Tbo或Thbo，是埃及的城市名。但有趣的是，没有记录表明曾经用它来称呼埃及的南方首都，希腊人称之为忒拜。但是，它大概被用来称呼希克索斯人在阿瓦里斯的首都。如果这样的话，ḏbз/忒拜可能成为希腊语中“埃及首都”的代名词，它被附加在埃及底比斯的名字上，第十八王朝在那里建都。无论如何，没有理由怀疑这个希腊城市名字来自西闪米特语tēbåh和上述埃及语词组。



第五章专门讨论了一个城市——雅典。这一章的论点是城市名Athēnai和神的名字Athēnē或Athena（雅典娜）都来自埃及语Ḥt Nt。在古代，雅典娜总是与埃及的女神Nt或Nēit对应，两者都是战争、编织和智慧的处女神。对Nēit的崇拜以西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赛斯为中心，赛斯的市民对雅典人感到特殊的亲近。赛斯是世俗的名字，这个城市的宗教名称是Ḥt Nt（Nēit的神庙或教堂）。这一名字在希腊语和科普特语中没有发现，但地名元素Ḥt-转写为At-或Ath-。另外，埃及词在第一个辅音前有所谓词首添音的元音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在这一例中，Nt前面有一个元音的可能性增加了，因为有一个很相似的西闪米特女神名叫＜
 Anåt；所以，让Ḥt Nt元音化为*Atanait
(30)

 似乎是合法的。多利斯方言中的Athēnē，Athānā和B类线形文字中的A-ta-na缺少字母i似乎是个问题。但是，阿提卡方言和多利斯方言中有变异形式Athēnaia和Athānaia，而完整的荷马史诗形式是Athēnaiē。由于词尾的-ts在希腊语和晚期埃及语中都被丢掉了，这一字母在Athēnai和Athēnē中不出现是当然的。

如果语音契合得不错，那么词义契合就是完美的。我已经说过，古代人把Nēit和雅典娜视为同一神灵的两个名字。在埃及，以其住地称呼神灵是正常的，这能够解释希腊语中女神名字和其城市名字的混淆。最后，公元2世纪的作家帕加马的沙哈克斯（Charax）有一句话，叫作“赛斯人把他们的城市称为Athēnai”，这句话无法理解，除非赛斯人把Ḥt Nt视为赛斯的名字。
(31)



接着，第五章讨论Nēit和雅典娜之间的图像联系。自从王朝时代之前，Nēit的象征就是一根木棍上的蟑螂，后来演变成8字形的盾牌，常常与武器相联系。这一象征似乎是弥诺斯克里特发现的所谓“盾牌女神”的源头，而“盾牌女神”通常与在迈锡尼发现的绘画的石灰岩徽章相联系，这一徽章表现一位女神的手臂和脖子从一个8字形的盾牌后面出现。如今，这一形象被视为智慧女神（Palladion）的早期表现，是与帕拉斯·雅典娜崇拜以及女神本身相联系的常备盔甲。这样，人们能够勾勒出图像的发展，从公元前四千纪和公元前三千纪的埃及，到公元前两千纪的克里特和迈锡尼，再到公元前一千纪有名的女神——这恰好与Nēit和雅典娜之间传说的联系以及此处的词源学相对应。而且，雅典对雅典娜国家崇拜的高潮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恰在此时，阿玛西斯（Amasis），埃及的赛斯法老，在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地区大力推行雅典娜崇拜。

赛斯在埃及和利比亚的边界上，有时部分属于利比亚，这可以解释希罗多德把雅典娜与利比亚相联系的详细描述；这位希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认为埃及人和一些利比亚人是黑人，这一点也很清楚。另一方面，希腊对雅典娜最早的表现来自迈锡尼，她的四肢的描绘与取自埃及的弥诺斯传统相符合，男人是红/棕色的，女人是黄/白色的。但是，Nēit/雅典娜的埃及—利比亚渊源，希罗多德对这一联系的意识，以及他把埃及人描绘为黑人，这些因素一起赋予了本系列的标题。



第六章只讨论斯巴达（Sparta）。我认为这个地名是一个大词组中的一个，包括变异形式Spata和Sardis，这些形式在整个爱琴海盆地都可以发现。我相信，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埃及地名Sp(з)(t)（省）或者“地区及其首府”。在古埃及语和中期埃及语中，这里标示为з的“兀鹫”符号读作流音r/l；在晚期埃及语中它仅仅变换其他元音。在埃及，最杰出的Sp(з)(t)是孟菲斯附近奉献给死亡使者和死者卫士豺狗阿努比斯（Anubis）的那一个。我认为，这一联系至少存在于萨迪斯和斯巴达，因为斯巴达或拉科尼亚文化充满了犬的关联。这包括斯巴达的另一个名字Lakedaimōn，它可以可信地解释为“嗥叫的/折磨人的精灵”，这一形容词完全适用于阿努比斯；还有Kanōb/pos的精确仿造词，Kз＞
 Ⅰnpw，“阿努比斯的精灵”，这是尼罗河最西面河口的名字。在希腊神话中，Kanōpos与斯巴达有密切关联，二者都被视为地狱的入口。所以我还调查了阿努比斯的希腊对应物赫耳墨斯在拉科尼亚的宗教重要性以及斯巴达人对狗、地狱和死亡的特殊关切，所有这些我相信都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

本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埃及对铁器时代斯巴达的影响。斯巴达特有的政治词汇有许多可信地来源于晚期埃及语这一事实，与斯巴达的立法者来库古（Lykourgos）访问过东方和埃及，以学习它们的机构这一传统相联系。而且，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时埃及在斯巴达的文化影响的概念得到了加强，因为早期斯巴达艺术表现出强烈的埃及外表。所有这些与斯巴达国王自称是赫拉克勒斯后裔——所以也是埃及人或希克索斯人后裔——相关联；因此能够解释雅利安模式中的异常，例如在斯巴达的“民族”神龛墨拉俄斯（Menelaion）建造了一座金字塔，斯巴达最后的国王之一给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写了一封信，声称与他有亲属关系等。



第七章回到语言学，概要地介绍亚非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存在发生关系的支持和反对意见。我的结论是明确支持A．R.博姆哈德（A．R．Bomhard）、A．B.多尔戈波利斯基（A．B．Dolgopolskii）、卡尔顿·霍奇（Carleton Hodge）和其他语言学家的少数派立场，他们相信两大语系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原始语言。我还相信，原始印欧语在公元前三千纪之交分裂之前大概有来自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外来词。但这两个结论使我的工作变得相当复杂了，因为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与希腊语之间词汇方面的相似不能仅仅归因于公元前两千纪的借用；它们可能不仅是巧合的结果，而且是发生关系或早得多的借用的结果。控制这一点最好的方式是看相似的词是不是可以在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吐火罗语中找得到——这些语言远离中东，因此不大可能从亚非语系中借用。但即便这些词我们也从来都不能确定。



第八章的标题是《古代近东诸语言，包括希腊语的共同特征》。自从发现印欧语系以来，历史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语言家族的分支和区分。当相临近但“不相关”的语言之间发现相似点时，这些语言同盟（Sprachbunden）通常归因于后来语言背后的古代“本源”。但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家开始探讨相邻的，但本源上不相关的语言之间的语言会合，即跨越了语言学疆域的语言变化。例如时髦的法语r音，融入了德语和英语上层阶级伪装的错误发音。还有一种趋势，用复合时态来取代简单过去时，这从法语扩散到了临近的方言，如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些变化不仅表明密切的接触，而且反映了这些语言变化发生期间，即17到19世纪之间，法国高度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第八章讨论了古代近东发生这些过程的可能性。例如，我认为，虽然首字母s-到首字母h-的变化已经在多种语言里发生过，包括威尔士语，但它在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伊朗语中的发生应该与它在毗邻的安纳托利亚语言利西亚语以及闪米特的迦南语和阿拉姆语中的发生相联系。这一发展似乎发生在公元前两千纪，因为这一地区更古老的语言如埃卜拉语、阿卡德语和赫梯语中找不到它。而且，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的乌加里特文本里，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

公元前两千纪的另一个发展是定冠词，这一特征在世界语言中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普遍。它只在印欧语系和亚非语系中出现过，在每一种情况中定冠词都是本土指示词的一种弱化形式。虽然如此，这并没有排除这一概念源有借用的可能性。定冠词首先在晚期埃及语中出现，在看起来是公元前19世纪的口语中出现。它在乌加里特语或早期《圣经》诗歌中不存在，但在腓尼基语和《圣经》散文中存在。既然埃及帝国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存在于黎凡特，可以可信地推测这一现象和其他显著“迦南语”的语言变化在那个时候发生，是埃及影响的结果。

而在希腊，定冠词的发展晚了一些。B类线形文字文本中没有出现过定冠词，荷马史诗中也几乎没有定冠词的踪迹；但最早的铁器时代散文中有定冠词。希腊语冠词的用法有若干种方式与迦南语相同，而且只有这两种语言这么用，这说明希腊是从黎凡特借用来的。众所周知，拉丁语没有定冠词，但它的后代语言都有定冠词；通俗拉丁文中广泛使用定冠词，大概是因为希腊语、古迦太基语和阿拉姆语——这三种语言是罗马帝国除拉丁语外最有影响力的语言——都使用定冠词。定冠词后来扩散到日耳曼语和西斯拉夫语，这可以进行历史的追溯。

只有有了亚非语系和印欧语系的发生关系，以及会合产生的地区特征这些假设，人们才能够解释诸如希伯来语的定冠词ha与希腊语的定冠词主格形式ho和hē之间惊人的相似之类的“巧合”。亚非语系和印欧语系都有指示词*se。希腊语和迦南语都把首字母s-转化成了h-，二者都从指示词中发展出了定冠词。从闪米特语到希腊语形式或许有直接影响或“感染错合”，但希腊语形式在印欧语系中太根深蒂固了，不可能被认为是外来词。

一个更为复杂的会合模式表现在长ā或＞
 a音在许多语音情景中的破裂，这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期发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许多地方。在埃及和迦南它变为长ō音。但在黎凡特北部的乌加里特语里，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利西亚语里，以及希腊东部的爱奥尼亚语里——希腊语的其他方言中长ā音仍然存在——长ā音变为长ē音。这一ō和ē的分布与当时已知的政治分区，即埃及帝国和赫梯帝国及其势力范围的区分恰相一致。这一现象尤其有趣，因为它跨越了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的历史和语言发生界限。公元前两千纪的这些广泛变化表明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密切接触，也表明了埃及和迦南的政治和/或文化影响。



《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的圆唇软腭音》是第九章的题目。圆唇软腭音指像qu-一类的音，其中软腭音k或g后面跟着圆唇或w音。普遍认为这类音在原始印欧语中存在，但对于原始闪米特语也是如此没有普遍认同。但是，圆唇软腭音在亚非语系其他所有语言中和埃塞俄比亚的闪米特语言中很常见。在这一章中，我论证，从许多方面来说，以南埃塞俄比亚的一些闪米特语言为基础来重构原始闪米特语比从阿拉伯语重构——像现在做的那样——要有用得多。其中，以这些语言本身的证据为根据，我声称亚洲闪米特语有圆唇软腭音，西闪米特语直到公元前两千纪还保留了圆唇软腭音。既然普遍认为希腊语的圆唇软腭音于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失效，我认为从闪米特语到希腊语的一些外来词是在二者都有圆唇软腭音时借用的，另外一些是在希腊语丢掉了圆唇软腭音而西闪米特语仍然保留着它们时借用的，还有一些是在圆唇软腭音从两种语言中消失以后借用的。因此，假定圆唇软腭音失效之前西闪米特和希腊文化之间有相当接触——这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之前——我们能够解决希腊语词源学中一系列别无途径可以解决的问题。这还说明，在利用丰富的希腊语材料帮助重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早期形式方面，修正的古代模式可以取得很多成果。

在这一概要中，我只能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著名的腓尼基城市，埃卜拉语和阿卡德语叫Gublu(m)，希伯来语叫Ge
 bal，阿拉伯语叫Jebeil。既然我相信西闪米特语保留了圆唇软腭音，我认为假定一个早期的语音形式*Gw
 eb(a)l是可信的，这可以解释上述变异形式。与此相对照，这一城市的希腊名字是Byblos或Biblos。这一难题能够解决，只要我们假定这一名字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以前已经在爱琴海地区使用。由于人们知道在希腊语多数方言中，gw
 i在圆唇软腭音失效以后变为bi，可以可信地认为，当希腊语仍然拥有圆唇软腭音时，*Gw
 eb(a)l在希腊语中的使用形式是*Gw
 ibl，此后，随着正常的声音转换，变为Biblos或Byblos。

第二个例子是令人迷惑的名字得墨忒耳（Demeter）。从埃塞俄比亚语和西闪米特语的证据可以重构出早期形式*gw
 e和*gw
 ay，意为“土地”或“广阔的山谷”。如果这个词在圆唇软腭音失效之前被引入希腊语并经历了规则的声音转换，gw
 e会变为*de。这能够解释为何希腊的地球母亲女神称作Dēmētēr而非*Gēmētēr，这个问题困扰学者两千年了。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元音化，一个是这个名字在B类线形文字中没有出现；但是，在没有其他解释的情况下，这一解释是可信的，而少见的词gyēs（土地丈量单位）的存在强化了这一解释。Gyēs似乎是希腊语中圆唇软腭音失效之后从迦南语到希腊语的外来词，那时迦南语中仍然保留着圆唇软腭音。最后，当圆唇软腭音从两种语言中消失后，希腊语gaia和gē（地球）——它们在印欧语系中无法解释——似乎是从迦南语gaye＞
 借用来的，迦南语的这个词的“结构成分”或变换形式发音是gê＞
 。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讨论从西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语言借用，这里我先把两章放到一起讨论。两章都讨论了句法或语序，比如在晚期迦南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定冠词的相似用法。在另外一些地方考虑了词法或词语修饰，但两个章节的大部分研究了词汇借用或外来词。

在这里我们以词法开始，即从数、性别、格、时态等方面对词语的修饰。除赫梯语外，希腊语是最早被证实使用的印欧语，这一事实使得希腊语词法“衰退”的程度显得令人惊异。因为虽然印欧语原有的动词系统很好地保留在希腊语中，希腊语的名词仅有五个格，而拉丁语一千多年以后才被首次记录，却有六个格；立陶宛语只是在现代才书写下来，却保留了为原始印欧语假定的所有八个格。希腊语经历的词法损失表明它与其他语言有高密度接触；这和词汇方面的证据相吻合，并削弱了原地生成模式。但是，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都能解释它，因为它们与原地生成模式不同，能够解释这一类的接触。

但这两章的主要议题是文字借用。我已经提到过，希腊词汇的印欧语成分相对较少。例如，古教会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首次被证实使用比希腊语晚了两千年，但它们印欧语同源词的比例要高得多。进而，印欧语词根在希腊语中出现的语义范围与古英语词根在英语中的语义范围几乎相同。这些词根提供了多数代词和介词；家庭生活——但不是政治生活——的多数基本名词和动词；赖以生存的农业词汇，但不是商业农业。与此相对照，城市生活、奢侈品、宗教、行政和抽象概念的词汇都是非印欧语的。

这一模式通常反映了长期情景，即提供高等文化词汇的语言的使用者控制着基本词汇的使用者——如英语中古英语和法语之间的关系；斯瓦希里语创造过程中班图语和阿拉伯语之间的关系；现代越南语形成过程中越南语和汉语之间的关系等。一个不那么常见的模式表现于土耳其语和匈牙利语，征服者借用了本土人的复杂词汇。但在这些例子中，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保留了军事技术或组织方面他们自己的或蒙古的词汇。但在希腊语中，战车、剑、弓、行军、盔甲、战斗等词汇都是非印欧语的。所以雅利安模式所描绘的希腊语不属于土耳其类型的语言。因此，要接受雅利安模式，就有必要假定希腊语在类型上是独一无二的。而古代模式下，希腊语像英语和越南语一样，是混合语中最常见的类型。

下面分别讨论这两章。第十章探讨希腊语从西闪米特语的借用。在这一领域中，我不仅可以借鉴雅利安模式胜利之前的学术成果，而且近二十年来的一些学者谨慎地、合理地恢复早先的词源，甚至增加一些他们自己的词源。尽管有这些进步，我们仍然远离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开始之前的情形。例如，我上面提到，对闪米特语借词的否认从来没有包括香料和东方奢侈品。但是，闪米特学家同样可信的词源提议如果来自更敏感的语义领域，例如bōmos源自båmåh——二者意为“高的地方”或“圣坛”——直到今天仍然遭到古典学家的普遍排斥。

这一章提出的具有西闪米特语词源的其他宗教名词包括希腊语haima，这个词在荷马史诗中除了标准意义“血液”外，有“精神”和“勇气”的暗示。后两个意义在希腊科学中有反映，haima被视为空气——而不是水，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的对应物。我认为haima源自迦南语ḥayîm（生命）；迦南宗教视血液为生命的容器。另一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闪米特语词根√qds（神圣的）；从语义上说，它与以kudos——意为“神圣的光辉”——为中心的一组希腊词对应很好。有趣的是，qds在“分离的，不洁净”的意义上在希腊语kudos（肮脏的）和kudazō（谩骂）中有反映。另外一组具有宗教重要性的词围绕着naiō（居住）和naos（居所，神庙或神龛），似乎来自闪米特词根√nwh，这一词根有着同样的一般和特殊含义。nektar来自闪米特语*niqtar（用烟处理过的或过分精致的葡萄酒等）这一词源在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开始之前被广为接受，最近又被索尔·莱文（Saul Levin）教授复活了。

在抽象词汇中，有希腊语词根kosm，源自这一词根的词不仅有“宇宙”（cosmos），而且有“化妆品”（cosmetics）。它的基本意思是“分发”或“安排”。闪米特词根√qsm涵盖了语义范围“区分、安排和决定”。还有，迦南语sēm （标记，名字）好像被两次借入希腊语；第一次是sēma（符号，标记，象征），后来是schēma（形式，形状，图形，构形），这一形式大概来自šēm。在政治领域，希腊语词组deil-（悲惨的）和doul-（受人庇护者）或（奴隶）大概来自迦南语dål或dal（依赖的，减弱的）或（可怜的）；而希腊语xenos（陌生人）似乎来自西闪米特语√śn＞
 （憎恨，敌人）。

在军事领域，例如phasgan-（剑）或（刀刃）来自闪米特词根√psg（砍开），harma（战车或马具）来自闪米特词根√ḥrm（网）。最后，一些基本的希腊语词汇似乎有闪米特词源；例如，mechri(s)（一直到，到……那么远）似乎来自闪米特词根√mḫr（在前面，来与……相遇）。必须承认，以上所有词源都不是确定的，但它们或多或少是可信的。在没有相竞争的印欧语词源的情况下，考虑到支持闪米特公元前两千和一千纪影响希腊的其他所有证据，这些词源应该得到非常严肃的对待。

第十一章提出的埃及词源同样如此。和闪米特词源的研究不一样，有关希腊语中埃及借词的研究从来没有严肃地进行过。原因很简单：埃及象形文字被解读发生在古代模式完结之时。到19世纪60年代古代埃及语的字典首次出版时，雅利安模式已经牢固确立，两个词汇之间的比较在学术界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例外是18世纪的巴泰勒米（Barthélemy）神父所做的大胆有效的尝试，他比较了希腊词语和科普特词语。今天，除了三个例外外——baris（一种小船）、xiphos（剑）和makar-（受保佑的），没有任何重要的希腊词语被承认有埃及词源，而三个例外中的后两个也受到广泛质疑。1969年发表的两篇短文章收集和认可了若干明显的有可信埃及词源的外来词；但是，与西闪米特语一样，这些很容易通过贸易或偶然接触传播，因此雅利安模式能够接受它们。1971年，一篇否定性更强的文章发表了，否认少数已确定的埃及词源中的一些，怀疑另外一些。
(32)



我已经强调了军事词汇的重要性，所以xiphos源自埃及语sft（刀，剑）的词源很重要。这意味着表示剑的两个希腊词语有一个闪米特词源，一个埃及词源，二者都是非印欧语的——剑是青铜时代晚期“英雄”时代的新式奇特武器。这里值得提到的其他例子包括makar-，来自埃及语mз＜
 ḫrw（嗓音真的），给予通过审判考验的受庇护的死者的称号。其他希腊法律名词似乎有同样可信的埃及词源，而我们已经遇到martyr源自mtrw（证人）。战争和法律领域的词根tima-（名誉）大概来自埃及语*dỉmз＜
 ，这个词在古埃及世俗体中写作tymз＜，意为“使……成为真实的，证明……正确”。

在政治领域，虽然有一个广泛、基本的印欧语词根√reg意为“统治”或“国王”，这个词在印度语中是rajah，高卢语是rix，拉丁语是rex，爱尔兰语是rí，但古代希腊表示“国王”的词语都与此无关，而是(w)anax和basileus。本卷书的第一章将要讨论前者，它似乎来自用于活着的法老名字之后的埃及套语＜
 nḫḏt（但愿他永远健康！）。在早期希腊语中，basileus不是国王，而是从属于(w)anax的官员。在埃及语中，pзsr（官员）成为维齐尔（vizier）
(33)

 的标准称号。它在阿卡德语中转写为pa-ši-i-a-(ra)。由于晚期埃及语中p和b不分，埃及语的r希腊语中经常写作l，所以没有语音困难来阻碍完美的语义相合。

希腊语sophia（智慧）的埃及来源在本卷第一章中有描述。所有这些权力、抽象概念和复杂领域中的词源与古代模式揭示的情形相吻合，即埃及统治者管辖不那么发达的本土人口。但与闪米特语一样，其他外来词表明对希腊生活更加深入的影响。没有理由怀疑希腊语chēra（寡妇）来自埃及语ẖзrt（寡妇），小品词gar来自埃及语grt，这个词有同样的功能和句法位置。我已经提到，词尾的ts在晚期埃及语和希腊语中都脱落了。

《欧洲的希腊还是黎凡特的希腊？》一书的结论是，虽然文献和考古学证据倾向于支持古代模式，而非雅利安模式，但证据并不充分。与此相对照，语言和各种名字的证据强烈支持古代传统的内在可信性，因为词汇和名物借用的规模和中心地位表明埃及对希腊有大量的、持续的文化影响。虽然日本的例子表明如此大规模的借用不一定是征服的结果，但征服或殖民是借用发生的通常方式。所以说语言学证据强烈支持古代模式。

考虑到所有证据，雅利安模式并无任何途径具有高等的启发价值。既然《黑色雅典娜》第一卷论证了雅利安模式取代古代模式可以通过19世纪早期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来解释，就没有必要保留雅利安模式。简言之，如同我在本书中其他地方说过的，第一卷表明雅利安模式“在罪恶中产生”。第二卷表明它已经破产。

解决斯芬克斯之谜和其他埃及—希腊神话研究：第三卷提要

《黑色雅典娜》第三卷试图利用修正的古代模式来阐明希腊宗教和神话中从前无法解释的一些侧面，尤其是英雄人物和神的名字。各个章节的安排遵循不同崇拜到达希腊的年代顺序；但是像这个领域的所有东西一样，这一顺序很不确定。

第一章关心的是第十一王朝公元前21世纪对鹰/牛神Mnṯw或Mont的皇家崇拜，这是对克里特最早可见的宗教影响，克里特在同一个世纪建造王宫的时候开始了牛崇拜。我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克里特在弥诺斯早期阶段，即公元前三千纪，存在牛崇拜，所以从公元前七千纪发现的安纳托利亚牛崇拜延续下来不大可能。而且，多山的克里特根本不能被视为牛的自然产地。除了那里牛崇拜的突然出现，时间的重合，第十一王朝名为门图霍特普的不同法老统治时期已知的埃及影响的扩张，以及埃及和爱琴海之间这个时候接触的考古学证据外，还有传说方面的证据，表明埃及此时对克里特有影响。我相信，神和法老的名字，Mnṯw和门图霍特普，都反映在希腊传说赋予古代法官、立法者和希腊诸岛的开拓者的名字——拉达曼堤斯（Rhadamanthys），这一名字可以可信地源自埃及语*Rdi M(a)nṯw，即“来自Mnṯw的给予”的意思。拉达曼堤斯也是赫拉克勒斯好战的继父，他教这位英雄如何射箭；而Mnṯw是射箭之神。Mnṯw与女神R＜
 t相联系，这个名字，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知道已元音化为Ria。这似乎是女神瑞亚（Rhea）的名字很可信的源头，瑞亚在克里特宗教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对Mnṯw的崇拜不是到达爱琴海的唯一埃及牛崇拜。我认为，可以可信地把传奇人物、克里特的第一位国王和立法者弥诺斯，与埃及的第一位立法者和法老美尼斯（Mēnēs）或Min（希罗多德这么称呼他）相联系，后者应该在大约公元前3250年。在古代，Min据信创建了孟菲斯的阿皮斯圣牛（Apis）崇拜。还有一种埃及牛崇拜，罗马人称为Mnevis，它可信地源自埃及语形式*Mnewe。这一崇拜自从古王国以来与“曲折的墙”相联系，时间在克里特的王宫首次被建造之前数百年。这样我们有了三重的偶合：在埃及有两种牛崇拜，与Min和Mnewe的名字相关联；前一个是王国创建者的名字，后一个与“曲折的墙”相联系；而在克里特，有一种牛崇拜与创建者弥诺斯王和迷宫相联系！希腊传说清楚表明，伟大的工匠和建筑师代达罗斯（Daidalos）为弥诺斯王从埃及原本那里复制了迷宫。有人认为迷宫的名字（labyrinth）来自可疑的吕底亚语词语labrys，意为“斧子”，这些尝试比起19世纪60年代埃及学家们提议的词源来不那么可信，尽管20世纪的埃及学家们否认了后者；19世纪60年代提议的词源认为来自重建的埃及地名*R-pr-r-ḥnt，这一地名指称希罗多德和其他古代作家描写过的伟大埃及迷宫。

Mnevis和Apis的牛崇拜不仅源自Mnṯw，而且源自Min，它们在整个希腊都可以找得到，但被山羊和公羊的崇拜超越了。在或接近第十二王朝的开始，埃及的皇家崇拜从鹰/牛Mnṯw，变为公羊阿蒙崇拜。我已经提到，第十二王朝名叫阿门内姆哈特（＞
 Ⅰmn-m-ḥзt）和森乌塞特（S-n Wsrt）的法老可以可信地辨认为希腊传统中伟大的征服者门农和色梭斯特里斯，铭文证据现在表明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了范围广大的远征。因此我在第二章论证，在整个爱琴海盆地发现的广为传播的神谕式的公羊/山羊崇拜开始被介绍是在他们于公元前20世纪在埃及本身取得权势地位后不久。在埃及，公羊/山羊崇拜与阿蒙和奥西里斯（Osiris）都相联系，在爱琴海与宙斯和狄奥尼索斯相联系，这两位希腊神是埃及神的对应物。

公羊和山羊的自然混淆被以下事实加重了，即希腊人称为Mendēs的三角洲城市的神谕崇拜与一种天赋很好、灭绝了的公羊相联系，公羊是多产的象征，这可够尴尬的。在后来的世纪中，它被表现的方式至少使得希罗多德有时把它描写为山羊，有时是公羊。希腊西北部的多多纳（Dodona）通常被认为是这种类型最古老的神示所；根据希罗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的描述，它的原型是利比亚沙漠中的绿洲锡瓦（Siwa）的神示所和存在阿蒙神谕崇拜的底比斯的神示所。考古学肯定多多纳和锡瓦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锡瓦的阿蒙崇拜与Ddwn神有联系，Ddwn大约是别无解释的名字Dodona的源头。

宙斯和狄奥尼索斯之间的混淆在克里特尤其显著，据说宙斯死于克里特；这一混淆在希腊的北部边界也很显著，从西面的多多纳直到东部很远的色雷斯（Thrace）和弗里吉亚（Phrygia）。这些地区在其他方面特别保守，但保留了一种无明显特征的崇拜，它被后来引入的或发展起来的更具体的崇拜取代了。但是，许多崇拜中心，如奥林匹亚的宙斯崇拜中心，保留了早期分层的元素。在讨论公羊/山羊崇拜部分的结尾，我考虑了埃及宗教中奥西里斯的受难故事或戏剧之演绎与希腊戏剧源头的相似之处。我们惊人地注意到，希腊悲剧本质上是宗教的，而悲剧与狄奥尼索斯和山羊（tragos）都有联系。



第三章为《美女》，讨论女神阿芙洛狄忒。她的名字传统认为源自词语aphros（海）；后缀-ditē不见于其余地方，也没有什么解释。这位女神从海面上升起的古典形象表明这一传说是古老的。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个双关语或民间词源，实际上的词源几乎肯定来自埃及语Pr Wзḏyt（Wзḏyt的教堂）。这一指称两座城市——一个在尼罗河三角洲，后来希腊人称之为Boutō/os，另一个在上埃及，名叫Aphroditopolis——的名字表明Wзḏyt与阿芙洛狄忒是同一的。我讨论雅典娜时已经提及埃及人把神灵与其住所相联系；但在这一例中，把Pr Wзḏyt用作一种称呼的形式被证实使用过。语音上有一些问题，因为pr中的r保留下来没有别的例子；虽然如果有的话，加上“词首添音的”前缀a/i将是自动的。无论如何，源自*aPr-Wзḏyt显然比源自aphros语音上要更合理。

从语义上说，阿芙洛狄忒源自Pr Wзḏyt的确很合适。Wзḏyt是多产女神，与大洪水后新的生长相联系，就像阿芙洛狄忒与春天和青春的爱情相联系一样；Wзḏyt还与春天出现的蛇相联系。事情如此巧合，弥诺斯中期克里特最引人注目的埃及发现物之一就是Wзḏyt的祭司的塑像的基座。而且，上面的象形文字是如此不规则，表明可能是在当地刻上去的。无论如何，这一发现物说明Wзḏyt崇拜在那时存在于克里特岛。因此，发现这一阶段一位美丽迷人的女神抓着两条蛇的数种形象是惊人的，一些学者把这些形象初步与阿芙洛狄忒相联系。这一崇拜大概盛行于弥诺斯中期的末尾，所以我们可以把女神的引入初步可信地定位于公元前18世纪末和公元前17世纪初“希克索斯人”入侵前后的埃及—黎凡特—弥诺斯影响浪潮。



《美女》后面跟着第四章，《与野兽》。其论题是塞特或Sutekh，这据信是希克索斯人尊崇的神。根据埃及神学，塞特是外面的神，沙漠及其野蛮的易变的居民的神；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他是海洋之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就像希克索斯征服可以认同为《圣经》里的埃及漫游一样，希克索斯人的塞特就是以色列人的耶和华，荒野、火山和翻腾的海洋的神。在乌加里特神话里，多产之神巴力（Ba＜
 al）的敌人是Yam，“海洋”，这好像是另外一个闪米特对应物。在希腊化时代，塞特变成了堤丰（Typhon），但是，他与所有其他埃及神灵不同，希腊诸神中没有他的对应物。原因很明白：到那时为止，塞特是恶的象征，不能与可敬的神灵相对应。

另一方面，唯一一位缺乏埃及对应物的希腊主神是波塞冬（Poseidon）。我认为，可以把松散的两端联系起来。塞特和波塞冬都与海洋、地震、狩猎、战车及马匹相关，而且通常爱争吵。如同希克索斯人尊崇塞特一样，迈锡尼克里特和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刻写板非常经常地指称波塞冬。含有字母t的替代形式，如Poteidōn，使得印欧语言学家把它与词根√pot“权力”相认同。但是，把后缀-d(e)ōn与dios（神圣的）相联系是困难的。对于支持古代模式的学者来说，s/t的替代暗示了闪米特语字母ṣade，它似乎是ts的一种形式。

我为Poseidon提议的词源是pз(w)或Pr Sidôn，“来自……的他”或“西顿（Sidon）的教堂”。Sid是西顿的保护神，其名字来自词根√ṣwd，“狩猎”。他是狩猎、捕鱼、战车和海洋之神，所以语义的契合是完美的。但这一词源的困难是，它需要一种至今尚未被证实使用过的埃及—闪米特语形式；因此我只能试探性地提出这一词源。但无论它能否被接受，我相信我能展示出塞特和波塞冬之间惊人的相似，这些相似正因为两个神在古典时代没有被对应，而尤其有趣。所以，两个神及其崇拜之间的相似不能归因于后来的“埃及化”。



第五章，《可怕的双胞胎》，讨论双胞胎阿波罗（Apollo）和阿耳特弥斯。在埃及，太阳被以多种方式崇拜：作为拉（Ra），作为日面阿顿（Aten），作为Ḫprr和Tm，分别指早晨年轻的太阳和夜里年老的太阳。从语音上说，Apollo源自Ḫprr的唯一问题是ḫ很少被标音为ø。另一方面，这一借用是可能的，如果借用比较晚，而且是通过腓尼基语的话，因为在腓尼基语中，ḫ与更软的ḥ相融合，后者在希腊语中经常写作ø。恰好有两点表明了事实上正是如此。B类线形文字中没有Apollo用于名字表明借用比较晚；通过腓尼基语传播的证据是元音化CaCoC，表明这个名字已经过“迦南语转换”ā＞ō。



从语义上说，Apollo源自Ḫprr契合很好。Ḫprr即Ḫr mзḥt，希腊的Harmachis，“初升太阳的荷鲁斯（Horus）”。荷鲁斯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诗人品达的时候起就与阿波罗相对应，但其晨曦的一面恰好适合于总被视为年轻的阿波罗。关于荷鲁斯的核心神话是他与水怪塞特战斗并得胜。在希腊，阿波罗的主要神话发生在德尔斐（Delphi），在那里，年轻的阿波罗在姐姐阿耳特弥斯的帮助下，杀死了巨蟒皮同（Python）。我认为，Delphi和adelphos（兄弟）一样，来自闪米特语表示“一对”或“双胞胎”的词。所以，阿波罗的称号Delphinios是Didymos“双胞胎”的成对物，阿波罗的“成双成对”对其性质至关重要。

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阿耳特弥斯仅仅是月亮女神，希腊宗教的现代历史学家正在远离这一概念。现在认为，阿耳特弥斯是个处女，晚上和夜里的猎手女神。在希腊化时代，阿耳特弥斯被视为埃及猫女神贝斯特（Bзstt）的对应物，后者与月亮等同。但是，贝斯特还有火气大的一面，据信帮助荷鲁斯消灭了敌人。在这一意义上她被视为母狮子，等同于拉和晚上太阳神Tm的女性对应物。Ḫprr和Tm一起形成Ḥrзḥtwy的两面，后者意为“（两个）地平线的荷鲁斯”，是拉的等同物。Tm的配偶Tmt/贝斯特似乎有些独立性，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起，她与和（两个）地平线的荷鲁斯相联系的两位狮子女神相关联。荷鲁斯在埃及最伟大的纪念碑是建在吉萨（Giza）的斯芬克斯。虽然纪念碑仅有一只狮子，但公元前15世纪末，即纪念碑建造一千多年以后在碑附近的献辞指称Ḥrзḥtwy和Ḥr(ỉ)Tm，后者几乎肯定就是指Tm。从语音上说，阴性形式*Ḥrt Tmt将为Artemis提供好的词源。埃及语词尾-t与希腊语词尾-is的对应是常见的；随着埃及语正常的发展，中间的t会掉落；Ḥr元音化为(Ḥ)ar被充分地证实了，正如埃及语ḥ变异为ø。因此，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的“成双成对”可以视为Ḫprr和Tm的成双成对，即早晨太阳和晚上太阳的成双成对。

接着，第五章调查了性别变化的原因，以及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与卡德摩斯和欧罗巴（Europa）之间的平行关系，后两者的名字来自闪米特语√qdm （东方）和√＜
 rb（西方）和（晚上）。在这一方面，希腊底比斯的崇拜和神话尤其重要，因为它们也和斯芬克斯相关联，使得它们与这个方面的埃及太阳宗教相联系的复杂网络更加复杂了。我认为，底比斯的斯芬克斯可以等同于欧罗巴和阿耳特弥斯野蛮狮子的性质，但希腊斯芬克斯给出的谜语把两个斯芬克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这个谜语是：“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声音，但有时两条腿，有时三条腿，有时四条腿，而且腿最多时最弱？”俄狄浦斯的答案是人的生命，但与此相似的谜语在全世界都有发现，其中许多是指早晨和晚上太阳光最弱，中午太阳光最强。我认为，考虑到埃及斯芬克斯是献给早晨和晚上的太阳，这一相似是很惊人的。



虽然阿波罗的名字出现较晚，但埃及和闪米特影响的互动使我相信，这一太阳神话系列是在希克索斯阶段被引入的。另一方面，埃琉西斯秘密仪式——第六章的论题——似乎更晚才到达。而古代年代学家一般同意，对得墨忒耳和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在公元前15世纪后半期到达阿提卡（Attica）。这似乎完全可信，尽管得墨忒耳这一名字有公元前两千纪早期的来源（参见上文此处
 ）。公元前15世纪末，在图特摩斯三世的一系列征服之后，埃及权力大盛，伊希斯（Isis）和奥西里斯的神秘崇拜也于此时在埃及和黎凡特牢牢确立。既然放置在神庙角落的那种埃及彩陶饰板在迈锡尼有发现，而且可以追溯到阿蒙诺菲斯三世（AmenōphisⅢ，公元前1405年—公元前1367年）统治时期，我接受如下可能性没有困难，即古风希腊的埃琉西斯崇拜是七百年前在那里建立的埃及基础的后代。因为这种希腊崇拜独特的许多表现之一是像埃及神庙一样，它有固定的祭司，成员包括两个部落，部落成员在希腊化时代确实相信他们与埃及有联系。

埃及的奥西里斯神秘仪式的特征是伊希斯寻找她被杀害的丈夫/兄弟，重新聚集他的身体，他们的儿子荷鲁斯战胜了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塞特。乍一看，埃琉西斯的故事很不相同。这个故事讲，得墨忒耳寻找她的女儿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冥王（Hades）把她偷走了。她找到了珀尔塞福涅，但不能把她放走，于是她罢工了，结果不再有自然的季节生长。最后达成协议，珀尔塞福涅半年与冥王在一起，半年与她母亲在一起。这些差异不足以推翻古代的证言，认为希腊的秘密仪式来自埃及。

在埃及，虽然奥西里斯是崇拜的中心，但它的主要主人公是伊希斯；在希腊，几乎没有疑问，得墨忒耳的背后是狄奥尼索斯。而且，在埃及秘密仪式中实际上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女人。伊希斯的姐妹和酷似的人奈芙蒂斯（Nephthys）总是陪伴着她，她不仅寻找奥西里斯，为他哀悼，而且嫁给了杀他的凶手塞特。这样，她与珀尔塞福涅的矛盾性相似，后者有爱的一面，也有地狱的一面。但首要的是，人们在埃及和希腊神话系列内部发现的广泛变异表明，既然两个神秘崇拜在细节上的相似非常多，我们不应该过分注重二者之间的差异。

本章还概要介绍了20世纪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是保罗·富卡尔（Paul Foucart）的工作，他对埃琉西斯的细致研究和广泛的埃及学知识使他相信，关于埃及源头的古代传统是不可辩驳的。
(34)

 无论如何，埃琉西斯秘密仪式的中心无疑是寻求不朽，以及不朽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得到的似非而是的信念。据信，通过秘密仪式的导引，人们能够经历象征性的死亡，然后“重生”为不朽者；这一概念在古代近东流行，但在埃及尤其盛行。所以古代作家的共识是，毕达哥拉斯、俄耳甫斯（Orpheus）、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关心灵魂不朽的人是从埃及那里学到这一点的。

对个人不朽的关心是俄耳甫斯教的中心，俄耳甫斯教是在创始期引入的希腊宗教的一个侧面，那是在青铜时代结束以后数百年，《黑色雅典娜》在别的方面讨论了青铜时代。但是，我相信俄耳甫斯教与狄奥尼索斯和埃琉西斯崇拜很相近，所以它可以出现在第三卷中。Orpheus的名字似乎来自埃及语形式(＞
 Ⅰ)rp＜
 t（继承的王子），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标音为Orpais。(＞
 Ⅰ)rp＜
 t是通常称为给布（Geb）的埃及神灵的称号：给布是善的地球——包括覆盖其上的动植物——和地狱的神。俄耳甫斯使大自然和谐，他也关心地球的内部，这些角色和给布恰恰相合。给布和奥西里斯关系密切，后者有时据信是前者的儿子，奥西里斯还取代给布成为地狱之王。俄耳甫斯和狄奥尼索斯在许多方面同样地彼此复制，但二者之间有一些敌意。埃及社会对同性恋很不宽容，所以很难发现任何与俄耳甫斯性格这方面的直接类似。但是，有趣的是，虽然(＞
 Ⅰ)rp＜
 t不是阴性形式，它的限定词写作一个蛋，这似乎与给布以鹅的形式下的宇宙发生的蛋相联系，给布下蛋时经常没有阴性介入。这里也与希腊有惊人的相似，因为一个原初的蛋也是俄耳甫斯宇宙起源的开始。

虽然给布非常远古，但很可能希腊的俄耳甫斯崇拜引入较晚。例如，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没有提及俄耳甫斯或他的宇宙起源，(＞
 Ⅰ)rp＜
 t元音化为Orpais/Orpheus似乎也较晚。因此，就像许多古代人和现代人猜测的那样，有可能虽然俄耳甫斯很古老，但俄耳甫斯教在公元前6世纪时才确立，与毕达哥拉斯主义有密切关系；与(＞
 Ⅰ)rp＜
 t相联系是为了赋予新的信仰远古的威信。但是，不可能确定改革是在希腊还是在埃及开始的。俄耳甫斯教和毕达哥拉斯主义对灵魂转生的强调以及相联系的素食主义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也在埃及祭司中流行。不可能指出这样的节制有多古老，但我们知道埃及宗教通常是保守的，这些节制很可能早至古王国时期。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是由后来的改革倡导起来的。

俄耳甫斯和《死者之书》（The Book of the Dead
 ）也有联系。在新王国和后来的埃及，《死者之书》是灵魂通过地狱危险抵达不朽的指南，经常和木乃伊尸体放在一起埋葬。在希腊和意大利，刻写在金叶上的咒语和颂歌被放在俄耳甫斯虔诚信徒的身体旁边。所以我们有趣地注意到，《死者之书》的一个版本确实是指“给布和奥西里斯的书”。

在古典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俄耳甫斯在某种意义上是色雷斯人，但他在埃及学习了秘密仪式。古代的所有人都接受毕达哥拉斯和埃及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样，古代模式很容易解释埃及形式与俄耳甫斯和毕达哥拉斯形式之间惊人的词源学和崇拜相似。但我要加上一句，支持雅利安模式的学者有可能承认此类“晚期”特征的埃及源头，却不损坏他整体的模式。尽管如此，很少有人这么做，我相信这一点很重要。

《解决斯芬克斯之谜》的结论重述了我的总体观点，即我们应该在上下文中看待第三卷中的各种词源和崇拜相似。这里所做的比较不是在希腊宗教与阿耳冈昆人（Algonquin）和塔斯马尼亚岛的宗教之间，遥远的空间和时间分隔了它们；我们的比较是在地中海同一端、同一个千年的两个系统。而且，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自己断言他们的宗教来自埃及，希罗多德甚至明确说明除了一两个例外外，神灵的名字都是埃及的。在印欧语文化缺乏任何可信的词源和相似崇拜的情况下，有理由去寻找埃及方面的答案。第三卷的材料和第二卷中关于雅典娜和赫耳墨斯的部分一起，说明把希腊宗教与埃及和迦南宗教并列起来能够解释许多从前完全是秘密的现象。但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许多新的有趣的问题，做出了数百个可以验证的假设。正如我在这部书整体绪言的开头所说的，这恰恰是有结果的激烈创新与无结果的古怪之间的区别所在。《解决斯芬克斯之谜》的学术目的和其余两卷一样：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便具有更好资格的女士和男士继续工作。当然，《黑色雅典娜》的政治目的是减少欧洲的文化傲慢。






(1)
  参见本书第六章，注148
 —149
 。


(2)
  参见下文和本书第十章，注7
 —9
 。


(3)
  对这方面文献的讨论参见本绪言下文和第二卷。


(4)
  “公元前”在原文中省略了，这里是译者加上去的，以避免混淆。以下同类情况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5)
  Bernal（1980）.关于乌鲁克刻写板，来自G．Pettinato（私人交流，康奈尔大学，1985年12月3日）。


(6)
  参见本书第十章，注7
 —9
 。


(7)
  Goodenough（1970）.


(8)
  Bernal（1989a）.


(9)
  Warren（1965，p．8）；Renfrew（1972，pp．345-8）.


(10)
  Bernal（1983a，1983b；又参见1987，1990最充分）。


(11)
  Bernal（1980）.


(12)
  Spyropoulos（1972；1973）.


(13)
  Bernal（1986a，pp．73-4）.


(14)
  参见本书第三卷。


(15)
  Herodotos，VI．53-5.


(16)
  除《理想国》外，本书中柏拉图对话录的译名采用王晓朝《柏拉图全集》（共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03）的译名。——译者注


(17)
  根据目录和正文，原文的“1880”应为“1885”。——译者注


(18)
  C．Gordon，Homer and Bible：The Origin and Character of East Mediterranea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Press of M．Jacobs，1955.——译者注


(19)
  R．J．Buck（1979，p．43）提及了斯皮罗普洛斯的假定但摒弃了它。S．Symeonoglou（1985）在他的长篇书目中没有引用Buck的文章。他恶意中伤斯皮罗普洛斯的日期，但并没有提及金字塔形式或任何埃及联系（pp．273-4）。W．Helck（1979）则完全忽略了斯皮罗普洛斯的工作。


(20)
  M．Bernal（1983a and b）.——译者注


(21)
  S．Farag（1980）.


(22)
  V．C．la Marche and K．K．Hirschbeck（1984，p．126）.关于爱尔兰的橡树，得自M．G．L．Baillie和P．Kuniholm1985年4月在雅典的私人谈话。


(23)
  H．N．Michael and G．A．Weinstein（1977，pp．28-30）.


(24)
  关于与中国的联系,参见K．D．Pang and H．H．Chou（1985，p．816）.关于商朝的日期，参见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1962，第24页。较晚的修正日期见D．N．Keightley（1978）；较早的修正日期见K．C．Chang（1980，pp．354-5）。


(25)
  这里作者对原文有修订。——译者注


(26)
  F．H．Stubbings（1973，pp．635-8）.


(27)
  M．Bietak（1979）.


(28)
  Athena Polias意为城市的雅典娜，不同于Athena Parthenos（处女雅典娜），这是较为温柔典雅的女神。——译者注


(29)
  帕萨尼亚斯，活动时期公元前176年—公元前143年，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著有《希腊纪事》。Karl Baedeker是19世纪德国出版商，Baedeker已经成为普通名词，指贝德克尔旅游指南或旅游指南。——译者注


(30)
  *标示一个词语或名字推测出来但实际未见的形式。


(31)
  C．Müller（1841-70，vol．3，p．639）.


(32)
  B．Hemmerdinger（1969）；A．G．McGready（1969）；R．H．Pierce（1971）.


(33)
  维齐尔是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伊斯兰国家的高官或大臣。——译者注


(34)
  关于富卡尔及对他的反应，参见下文第五章，注45
 。



第一章　古代的古代模式

埃及人如何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做了什么，使得自己成为希腊那一部分的国王，别的作家已经记载过了；我因此不增加什么东西，而是接着提到几点别人没有讨论过的东西。

（希罗多德，《历史》，VI．55）
(1)



我们多数人被教导将希罗多德尊称为“历史之父”，但即便那些遵从普鲁塔克，将他视为“谎言之父”的人也难以坚称希罗多德在这类记载的存在方面说谎了。他的话不是一个关于一些遥远民族的不能验证的陈述，读者很容易去查证它，如果他们不是已经知道的话。暂时把希罗多德写作《历史》之前一千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放到一边，他的陈述强烈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时，人们普遍相信，希腊在英雄时代的开始被埃及殖民过。在这一章里，我希望证明，虽然现代多数古典学家和古代史家以傲慢和轻蔑的态度对待希罗多德关于埃及和腓尼基殖民的观点，但这样的观点不仅在他自己的时代，而且在整个创始期古代、古典时代和后来的古代都是寻常的。


 佩拉斯吉人

在探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关于这些和其他假定的侵略的观点之前，考虑他们关于希腊早期人口的观念将是有用的。这是因为早期人口是希腊人看待近东影响作用的基础。这里我们遇到了最广为人知的本土人口的棘手问题，即佩拉斯吉人（Pelasgoi或Pelasgians），一个不同的希腊作者有不同用法的名字。根据荷马史诗，特洛伊战争的双方都有佩拉斯吉人。阿喀琉斯手下的一些古希腊人和亚加亚人队伍据信居住在“佩拉斯吉人的阿尔戈斯”，这一城市被清楚地视为位于塞萨利（Thessaly）境内。
(2)

 另一方面，来自拉里萨（Larisa）的佩拉斯吉人Hippothoos的武士们在为保卫特洛伊而战。
(3)

 地名Laris(s)a大概源自埃及地名R-зḥt，“进入丰饶的土地”，它大概是指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里斯，因为它位于东尼罗河三角洲的富饶土壤中。
(4)

 Laris(s)a和R-зḥ之间的语义契合度是很高的。而且，荷马史诗中两个不同的Larisai的修饰语都是eribōlax （土壤深厚的）。
(5)

 正如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所指出的，希腊有许多Laris(s)ai，它们都位于冲积土地区。
(6)



如果我们把希克索斯殖民作为工作假说的话，那么引人注目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戈斯的卫城叫作拉里萨，这一城市据信由达那俄斯建立，达那俄斯与它有许多崇拜联系。
(7)

 而且，斯特拉博在其《地理学》的另一部分中认为，“阿尔戈斯”在希腊语中意为“平坦的土地”。
(8)

 这与拉里萨的词源，作为希克索斯王朝首都名字的“进入丰饶的土地”非常相合。但是，“阿尔戈斯”还意为“速度”和“狗”或“狼”，二者都反映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城市的神话和图像记录中。
(9)

 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光辉的”或“银色的”。这与＞
 Ⅰnbḥḏ契合得很好，后者意为“银色的墙”，是下埃及首都孟菲斯最常用的名字。
(10)

 塞萨利的记载表明，在两个Larisai地区存在一个佩拉斯吉人的阿尔戈斯，所以佩拉斯吉人、拉里萨和阿尔戈斯之间的三面联系由此得到强化。
(11)



据荷马称，宙斯在伊庇鲁斯（Epirus）的多多纳的伟大而古老的神示所是“佩拉斯吉人的”，后来的作家采用了这一修饰语。
(12)

 在荷马的克里特民族的名单中，佩拉斯吉人也出现了，其他民族还包括亚加亚人、原克里特人（Eteocretans）、基多尼亚（Kydonians）和多利安人。
(13)

 赫西俄德，或者也许是米利都的凯克洛普斯（Kekrops of Miletos），曾经说“三种古希腊部落定居在克里特：佩拉斯吉人、亚加亚人和多利安人”。
(14)

 很久以后，Diodoros Sikeliotes （狄奥多罗斯）声称，佩拉斯吉人定居在克里特是在原克里特人之后，多利安人之前。
(15)



根据古代模式，赫西俄德生活于公元前10世纪，即便上述早一些的引文没有早至赫西俄德，它也与荷马的名单若合符节。在后面的援引中，佩拉斯吉人被与Eteo或“真正的”克里特人相区分，后者据信不是古希腊人，而是安纳托利亚人，但更有可能是说闪米特语的。
(16)

 而且，荷马没有提及在克里特的达那厄人或阿尔戈斯人。这些事实，加上“佩拉斯吉人”这一名字“土著的”一般内涵，可信地说明佩拉斯吉人是克里特岛上最早的古希腊或说希腊语的居民。这样，“赫西俄德的”顺序似乎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佩拉斯吉人来到岛上是在公元前14世纪亚加亚人的侵略之前，当然也在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的侵略之前。因此，在两个名单上，他们都等同于达那厄人。

克里特的佩拉斯吉人是古希腊人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数位学者建立的佩拉斯吉人和公元前12世纪定居于巴勒斯坦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之间的联系。根据一个坚实的《圣经》传统，非利士人据信来自克里特。*Pelasg和*Pelast对等的通常解释是，假定存在一个原初的“古希腊之前的”词尾塞音，希腊人把它听成g，说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人把它听成t。除了我怀疑前古希腊人的存在外，也很难建构一个介于g和t之间的辅音。

但是，有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另一种途径。1951年，让·贝拉尔（Jean Bérard）强化了这一联系，他使人们注意到在公元5世纪的赫西基奥斯（Hesychios）的大词典中和对《伊利亚特》第16卷第233行的批注或评注中发现的异体Pelasgikon/Pelastikon。
(17)

 这表明，有可能混淆Γ和T的书面形式。如果，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坚称的，希腊字母表自从公元前15世纪就开始使用，那么这一错误不仅能够解释这些文本异体，而且能解释Pelasgoi这一名字本身。它可能来自*Pelast，为迦南语形式重新建构的元音化。
(18)

 （Hebrides这一名字来自对原来的Hebudes的误读，这个例子为此提供了类比。）
(19)

 虽然非利士人所说的一种或多种语言的性质仍然很不确定，但最有可能的答案是西安纳托利亚语，例如吕底亚语或希腊语。后者在我看来要更有可能。
(20)

 因此，如果佩拉斯吉人和非利士人是对等的（这是有可能的），如果非利士人说希腊语（这是大概可能的），那么，克里特的佩拉斯吉人说一种古希腊语言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和荷马一样，赫西俄德似乎在塞萨利的弗提亚（Phthia）见到过佩拉斯吉人。
(21)

 他还在阿卡狄亚（Arkadia）见过他们，在那里，名祖珀拉斯戈斯（Pelasgos）被描述为土生土长的。
(22)

 在公元前6世纪或公元前5世纪，阿古斯劳斯（Akousilaos）把塞萨利以南的全部希腊称为“Pelasgia”。公元前5世纪，埃斯库罗斯将它扩大了，也包括北希腊。
(23)

 与此同时，希罗多德就佩拉斯吉人写下了几个有趣的但很混乱的段落。他认为，虽然他们居住于整个希腊，但他们只是爱奥尼亚人（Ionians）的祖先，而非多利安人的祖先，而多利安人才是“古希腊人”。他坚称佩拉斯吉人的语言不是希腊语，其根据是，达达尼尔海峡上的两个城市据信是佩拉斯吉人的，但其语言是外国的。这样，像雅典人一类的民族，在成为古希腊人之前据信是佩拉斯吉人，他们将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语言。
(24)



除了雅典外，希罗多德认为与佩拉斯吉人有联系的地方还包括多多纳、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海岸和利姆诺斯岛（Lemnos）、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爱琴海东北部。
(25)

 希罗多德的观点似乎得到现代发现的支持，在利姆诺斯岛发现了一个墓碑，上面的语言类似伊特鲁里亚语，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所指的达达尼尔海峡上的城市也说安纳托利亚语。
(26)



一般来说，希罗多德对佩拉斯吉人的描绘与一代人以后修昔底德的类似。两人都认为，佩拉斯吉人是希腊和爱琴海早期人口的主体，虽然不是全部，而且其中多数逐渐被古希腊人吸收了。
(27)

 希罗多德认为，这一转变发生在达那俄斯侵略之后，他想象侵略发生在大约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他还描写，埃及的达那伊得斯姐妹教会了佩拉斯吉人——而不是古希腊人——崇拜神灵。狄奥多罗斯称，卡德摩斯教会了佩拉斯吉人使用腓尼基字母。
(28)

 而且，雅典的创建者凯克洛普斯是埃及人的传说很可能流行于希罗多德的时代。因此，尽管后者声称雅典人与阿尔戈斯人和底比斯人不同，是土著，也就是说，是当地一向有的，我们还是发现了下列有趣的段落：

现在称为希腊的地方［古希腊］被佩拉斯吉人占据时，雅典人，一个佩拉斯吉人的民族，被称为克兰瑙伊（Kranaoi）。在凯克洛普斯统治时，他们的名字是Kekropidai（“凯克洛普斯之子”）。埃瑞克透斯（Erechtheus）继位时，他们把名字改成雅典人。
(29)



佩拉斯吉人是土著人口，被侵略的埃及人转变成为更希腊的人口，这一观念在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他们的剧作大约与希罗多德的《历史》同时。他们认为，佩拉斯吉人是土著人，在阿尔戈斯地区与达那俄斯相遇，并被他以某种方式征服：

达那俄斯，五十个姐妹的父亲，来到阿尔戈斯后，居住在伊那科斯（Inachos）城里。在整个希腊［古希腊］他制定法律，规定从前称为佩拉斯吉人的所有人从此以后称为达那厄人。
(30)



埃斯库罗斯认为，佩拉斯吉人显然等同于后来的古希腊人，他以时代错误称，前者的做法是古希腊的。
(31)



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时的斯特拉博编纂了许多有关佩拉斯吉人的文献，他增加了佩拉斯吉人从波伊奥提亚向阿提卡迁徙的详细故事。
(32)

 公元2世纪时的帕萨尼亚斯指称在雅典、科林斯、阿尔戈斯、拉科尼亚和麦西尼亚（Messenia）的佩拉斯吉人，虽然在最后一个地方的佩拉斯吉人据信来自塞萨利。
(33)

 但是，他强调他们和阿卡狄亚人之间的联系。珀拉斯戈斯被认为是阿卡狄亚人的祖先，帕萨尼亚斯引用公元前6世纪的诗人，来自萨摩斯的阿西俄斯（Asios of Samos）
(34)

 ：“黑色的泥土生产出与神同等的珀拉斯戈斯。”
(35)



能弄懂这些不同的指称吗？要调和它们，不仅像希罗多德和斯特拉博一样的古代作家有困难，现代学者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正如19世纪的博识者、现代古代史学科的创建者尼布尔（Niebuhr）所称，“他们的名字大概是全国性的：至少希腊人对它的解释是荒谬的”
(36)

 。一个世纪以后，在19、20世纪之交支配了古代历史编纂的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同样很绝望。
(37)

 20世纪其他历史学家倾向于忽视这一问题，他们仅仅说，佩拉斯吉人是希腊早期人口的重要成分。
(38)



要在认为古希腊征服来自北方的雅利安模式中调和佩拉斯吉人肯定是困难的。一些作家，例如19世纪的雅利安模式先驱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认为他们是被高等雅利安古希腊人这一少数民族征服的“半雅利安”民族。
(39)

 希罗多德有关说安纳托利亚语的爱琴海东北部地区的佩拉斯吉人的报道与此契合得很好。但是，这一假设使得很难解释为什么没有关于佩拉斯吉人被古希腊人征服的记忆，如果佩拉斯吉人被记忆得如此清晰的话。修昔底德甚至指称，佩拉斯吉人和其他人在与“赫楞（Hellen）之子”的逐渐“接触”中被“希腊化”（Hellenized），“赫楞之子”源于塞萨利附近的弗西奥蒂斯（Phthiotis）。
(40)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威廉·里奇韦（William Ridgeway）——他在20世纪之交支配了古典考古学——以及20世纪学者恩斯特·格鲁马赫（Ernst Grumach）和辛克莱·胡德（Sinclair Hood）采取的方针。他们声称，古希腊征服传统上被记录为“自称赫拉克勒斯后裔者的回归”和“多利安人的侵略”，二者的确是公元前12世纪由北向南的部落运动。
(41)

 这一说法与希罗多德将多利安人与古希腊人相联系、将爱奥尼亚人与佩拉斯吉人相联系契合得很好。
(42)

 将报道中的“佩拉斯吉”雅典人希腊化与雅典从未被多利安人征服的强大传统相调和有一个小问题。但这一困难与多数19世纪和几乎所有20世纪历史学家所接受的“事实”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一“事实”即迈锡尼文明的多利安人之前的创造者是说希腊语的。因此，“多利安人的侵略”能够与“雅利安征服”相联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它是一系列移民浪潮中的最后一个。但是，这无助于人们理解首次抵达希腊的说希腊语或“原始希腊语”的人。

从上面对希腊作者的指称可以看出，古代模式在佩拉斯吉人的问题上也面临着困难。对于修正的古代模式的现代支持者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遵从19世纪历史编纂的主流——如格罗特（Grote）和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一类的学者——认为佩拉斯吉人是称呼本土人或土著人的一般名字。
(43)

 但是，我认为，这一名字多数是指本土的说印欧语的民族，他们被埃及—腓尼基侵略殖民化，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方面也被同化。这将与上面提到的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描写若合符节。因此，达那俄斯命令佩拉斯吉人成为达那厄人代表着他们采纳了近东文明。同化的概念也与雅典人从佩拉斯吉人转变为爱奥尼亚人——可能是通过凯克洛普斯和埃瑞克透斯的作用——的过程相契合。

这样，在古代模式中运作，我们没有遵从雅利安模式的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不能理解古典作家如何既把佩拉斯吉人视为希腊原初的“野蛮”居民，又把他们视为某种意义上是古希腊的。引人注目的是，在后来，佩拉斯吉人倾向于与遥远的地方，例如阿卡狄亚、伊庇鲁斯和塞萨利的边缘相联系。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被视为部分未经同化的“原始希腊人”。［一个类比是红河三角洲的越南人和南方山区的芒人（Muong）之间的模糊区分，后者的语言和文化与越南人相似，但越南人从中国的文化借用要多得多。但是，没有证据来支持这样的猜想。］我们还知道，至少到迈锡尼时代末期，阿卡狄亚人说希腊语。而且，阿卡狄亚尤其充满了埃及和闪米特的影响。
(44)

 那里存在缓慢的但完整的同化过程的假定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这样，正如威尔士人反抗了罗马统治，但保留了许多拉丁语借词和罗马基督教，阿卡狄亚人也保留了他们曾经抵抗过的高等文化的传统。与此相对，人们也可以论证，他们被称为“佩拉斯吉人”只是因为他们较晚的传统主义。

阿卡狄亚人不是在铁器时代保留迈锡尼文化因素的唯一希腊人。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利亚人（Aiolians）同样如此。显著的例外是多利安人；这引发了多利安文化或者希腊北部和西北部文化的性质的问题，多利安人据信来自希腊北部和西北部。几乎没有疑问的是，埃及和闪米特宗教影响存在于整个希腊北部和色雷斯。另外，以下三者之间有明确的联系：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大概也是最古老的神示所中心“佩拉斯吉人的”多多纳，位于锡瓦绿洲的埃及—利比亚阿蒙神示所，以及底比斯伟大的阿蒙神示所。这一点将在第三卷中讨论。

而且，多利安人的领袖自称为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即达那厄—埃及殖民者的后代，取代了后来的坦塔罗斯（Tantalid）或珀罗普斯（Pelopid）王朝，这些王朝似乎于公元前14世纪自安纳托利亚抵达。清楚的是，直到希腊化时代很久，多利安人的国王仍然以他们的埃及—希克索斯祖先为荣。
(45)

 但是，希腊西北部没有发现迈锡尼宫殿，可以可信地认为，一般来说，这一地区比起希腊其他地区来，受到的近东影响要小得多。另外，多利安人“自称赫拉克勒斯后裔者的回归”虽然声称达那厄人的合法性，但也许还有革命性的社会和民族侧面。数位考古学家注意到在迈锡尼宫殿被毁坏后，有过迈锡尼之前的、希腊青铜时代中期物质文化的复兴。因此，有可能的是，未经同化的多利安人的侵略，至少在一些地区与宫殿经济内部仅仅部分同化的农民的支持相联合，共同终结了迈锡尼时代。
(46)



总之，对希腊大陆的佩拉斯吉人的指称与古代模式的契合程度还不错。根据古代模式，“佩拉斯吉人”只是用来称呼未经同化的本土希腊人的名字。这一框架与克里特的早期但属古希腊的佩拉斯吉人并不矛盾。
(47)

 另一方面，修正的古代模式的巨大困难来自希罗多德的明确陈述，即他相信佩拉斯吉人不说希腊语。他这一声称的证据似乎完全来自爱琴海东北部，可以可信地说，在这一例中，“佩拉斯吉人”是用了宽泛的“本土的”意义。看起来，试图统一这些根本不同的民族的尝试给古代和现代作家带来了这样的混乱。


 爱奥尼亚人

爱奥尼亚人是希腊的两大部落之一，另一个是多利安人。在古典时代，爱奥尼亚人居住在跨越爱琴海中部、从阿提卡到安纳托利亚海岸上的“爱奥尼亚”的地带上。他们有着强大的传统，不仅在多利安人抵达后曾向东部殖民，而且在侵略以前更广泛地居住于希腊。希罗多德将佩拉斯吉人与爱奥尼亚人相联系，几乎可以肯定他遵从了更古老的传统。
(48)



爱奥尼亚人……根据希腊人的记述，在达那俄斯和克苏托斯（Xouthos）到来之前，他们居住在现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加亚期间，被称为海岸上的佩拉斯吉人……岛上居民也……是佩拉斯吉人，他们后来被称为爱奥尼亚人，原因与从雅典建立的十二城市的居民相同。
(49)



居于阿提卡和安纳托利亚海岸上的爱奥尼亚的爱奥尼亚人特别重视他们古老的本土起源。没有人否认，I(a)ōn，B类线形文字写作ia-wo-ne，它与西闪米特语的Yåwån、亚述语的Yawani或Yamani、波斯语的Yauna和古埃及世俗体的Wynn是一样的。这些词都意为“希腊人”。但是，所有权威假定伊翁（Ion）的名字是希腊语，尽管它缺少印欧语的词源。
(50)

 这一组词最可信的来源，以及传说中的波伊奥提亚的埃及—腓尼基侵略者所遇到的土著伊俄尼人（Aones）和海安蒂人（Hyantes）的名字最可信的来源，似乎是埃及语＞Ⅰwn(ty(w))（弓箭手，野蛮人）。
(51)

 这个词被证实使用比其他词早一千多年，而且它有来自ỉwnt（弓）和ỉwn（柱子或树干）的明显词源。

埃及文本倾向于将它用于非洲其他民族，而非希腊人（称呼希腊人它们有其他名字），这一事实并不严重地削弱上述词源。英语词“印度人/印第安人”不加选择的使用，用于指完全不同的民族，表明指代“本土人”或“野蛮人”的词语是多么容易变动。在这一例中，我们知道，至少到公元前一千纪之交，说西闪米特语的人使用一个惊人相似的词语特指希腊人。正如绪言中提到的，埃及在尼罗河谷以外的沙漠和所有荒地及其居民之神是St，希腊语中写作Seth（塞特），阿卡德语写作Sutekh。第三卷将论述，塞特是波塞冬的对应物，因此，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流行看法，伊翁——传说中命名了爱奥尼亚人的名祖——的父亲是麻烦制造者克苏托斯，这个名字在语音上可以很好地源于St。波塞冬是爱奥尼亚人的保护神，这一事实强化了上述两者之间的语义联系。
(52)



这样，修正的古代模式能够为克苏托斯和伊翁的名字提供可信的词源，能够解释古代作家觉察到的佩拉斯吉人与爱奥尼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许多杰出的学者试图以雅利安模式来理解一堆杂乱的数据，但无功而返；一般而言，修正的古代模式能够开始解释这些数据。


 殖民

在讨论希腊的殖民传说时，我认为可以把它们有用地分为三类。首先是关于故事人物比如阿尔戈斯的伊那科斯国王以及底比斯的安菲翁和仄托斯等的模糊的，更不用说不连贯的传说。其次是关于阿提卡的凯克洛普斯或者克里特和爱奥尼亚的拉达曼堤斯的传说，这些在古代是辩论的主题。第三，有关于卡德摩斯、达那俄斯和珀罗普斯（Pelops）的记录，这些一般都被接受了。正如上文提到的，我相信出于文化骄傲的原因，希腊人倾向于降低近东影响和殖民的程度。而且，我敢肯定，所有传说都包含有趣的历史真实的内核，其隐晦的等级可以用年代来解释：殖民离现在越近，其图景越清楚。本卷主要讨论的是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的传说，因为它们是离现在比较近的殖民，在古代模式的衰落和雅利安模式的胜利中是斗争焦点。

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卡德摩斯对底比斯的殖民。这是古代模式的据点所在，因为它拥有强大而广泛的证据，也因为对闪米特腓尼基人的尊敬比对非洲埃及人的尊敬延长了几十年。英语世界关于卡德摩斯的古典学术被A．W.戈姆（A．W．Gomme）于19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支配着。这位作者声称，卡德摩斯殖民，他同时暗示其他殖民，是在公元前5世纪初，就在希罗多德之前，由“理性主义”历史学家捏造出来的。
(53)

 但是，这一极端立场总是难以捍卫，它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首先，非常民族主义的公元前5世纪忽然广泛出现了如此细致的、多样的和不爱国的传说，这一点具有内在的不可信性。其次，我们有图画证据：一个公元前7世纪的浮雕花瓶碎片描绘了穿着东方服饰的欧罗巴，还有其他类似的对她和达那伊得斯姐妹的早期描绘。
(54)



但是，中心的论证来自文学。虽然荷马没有提及这些殖民，但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应该提及。虽然他的史诗几乎肯定包含较早的材料，但它们涉及的是迈锡尼时代的结束，而非往前数百年迈锡尼时代的开始。《伊利亚特》充满了对达那厄人和卡德摩斯人（Kadmeians）的指称，二者的名祖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至少会被后来的希腊人立刻认出是来自埃及或腓尼基。荷马和赫西俄德都提到过欧罗巴，而欧罗巴总是被认为是卡德摩斯的姐妹或其他性质的近亲，是“腓尼克斯（Phoinix）的女儿”。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和其他渊源批评家不愿意承认这会与腓尼基有任何联系，但他们正确地指出，腓尼克斯有其他许多意思，不一定与黎凡特有直接联系。
(55)



但是，既然荷马经常把腓尼克斯用作“腓尼基人”的意义，既然后来一般都把欧罗巴和卡德摩斯与腓尼基等同起来，上述观点有点不着边际，尤其是我们知道赫西俄德把腓尼克斯描写为阿多尼斯（Adonis）的父亲，而阿多尼斯的腓尼基血统毫无疑问，正如他的名字肯定来自迦南语＞
 ådôn（君主、主人）一样。
(56)

 的确，自从戈姆写了他的文章以来，赫西俄德的《女性目录》（Catalogue of Women
 ）的一个残篇面世了，其中把欧罗巴描写为“高贵的腓尼基人”的女儿，她的劫持者宙斯携带她越过“咸水”。
(57)

 这确证欧罗巴的故事在赫西俄德的时代已经存在了，《伊利亚特》第12卷第292行的批注者将这一故事归属于赫西俄德和公元前5世纪的诗人Bakchylides。

至于达那俄斯，我们有赫西俄德的证言，即达那俄斯和他的女儿们为阿尔戈斯城掘井，还有他与埃古普托斯关系的强烈暗示。另外有已经佚失的史诗《达纳伊斯》（Danais
 ）的残篇，描写了达那俄斯的女儿们在尼罗河岸边武装自己。
(58)

 因此，即便人们意欲怀疑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和希罗多德的文献的古代性，其他证据强有力地证明，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的传说一直回溯到史诗时代。

为了理解我们所讨论的东西，此刻考虑一下关于最伟大的史诗作家荷马和他大概的同时代人赫西俄德的日期的不同估算是有用的。古典作家倾向于将赫西俄德放在荷马前面，将他们两人置于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50年之间，无论如何肯定是在公元前776年首次举行奥林匹克竞赛会之前。
(59)

 今天的学者倾向于颠倒他们的顺序。他们将荷马置于公元前800年和公元前700年之间，而赫西俄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700年。把日期往后推的基本依据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流行的看法认为字母表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才被引入。正如当代学者乔治·福里斯特（George Forrest）写道：

赫西俄德与荷马一样，生活于从口头向书面写作的转折时期。确实，有可能他们都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一批中的一个，将一个漫长的口头传统的个人版本写成手稿。
(60)



但是，甚至古典学家现在都倾向于将腓尼基字母表的引入定于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前10世纪晚期。一些闪米特学家将迦南字母表的引入定于公元前11世纪，而我认为，传播肯定发生在公元前1400年前。
(61)

 因此，以字母为依据挑战古代编年是不牢靠的。把荷马的日期往后推的进一步原因是《伊利亚特》中最精致的商品来自腓尼基，《奥德赛》指称了爱琴海的腓尼基人。因此，由于后者据信最早于公元前9世纪抵达，所以荷马——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不可能在那之前生活。
(62)

 然而，在这一论证之后，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腓尼基人从公元前10世纪就出现在爱琴海，如果不是11世纪晚期的话。这一新证据与腓尼基扩张介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之间的强有力历史事实若合符节。
(63)



将荷马置于公元前8世纪末或公元前7世纪的另一个原因是，《奥德赛》的场景主要位于希腊西面，而据论证，希腊人在于公元前8世纪末殖民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之前不可能了解地中海中部地区。
(64)

 我认为，将这部史诗看作埃及的《死者之书》的希腊版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用的，在埃及和希腊宇宙论中，日落处的西部诸岛都与地狱和死者的灵魂王国相联系。
(65)

 但是，即便没有这一假设，也很清楚，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有相当的向西方的贸易，即使希腊人没有直接卷入其中，他们也一定知道腓尼基人与地中海西部在公元前11、10和9世纪时的交往。

将赫西俄德置于荷马之后的原因首先是，据信赫西俄德

不属于英雄诗人……他的观点总是个人的和当代的……赫西俄德完全是现在的铁器时代的一部分，特别是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初期的古风希腊世界的一部分。
(66)



另据论证，赫西俄德的《神谱》显然建筑在近东模型之上，这种模型只是在公元前1100年后才发展起来，它们被引入希腊只能在公元前800年后，此时据称一个希腊殖民地在叙利亚海岸的阿尔米纳（Al Mina）建立起来了。
(67)

 赫西俄德的《神谱》属于的大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的整个中东，几乎没有理由来怀疑它的某种形式或多种形式存在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
(68)

 但是，赫西俄德的版本的确包含特别之处，这些特别之处最好用公元前一千纪之交的传说来解释。
(69)

 另一方面，阿尔米纳的希腊殖民地的存在受到严重怀疑，似乎可信的是，赫西俄德及其同时代人通过腓尼基与这些后来的神谱有接触，毕竟，赫西俄德最钟爱的葡萄酒来自腓尼基。
(70)



总之，挑战古代传统中荷马和赫西俄德日期的基础非常薄弱。接受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共识，并将其作为工作假设是合理的，即赫西俄德比荷马要早，前者活跃于公元前10世纪，后者活跃于大约公元前9世纪之交。但是，无论他们被赋予什么日期，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埃及和腓尼基殖民故事的踪迹出现于现存最古老的希腊传说中。


 希腊悲剧中的殖民

虽然这一阶段的其他戏剧中有关于埃及和腓尼基殖民者的指称，但我在此集中讨论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其中心主题是希腊大陆上的殖民。《乞援人》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三联剧或四联剧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留存下来的一部。佚失的几部剧的标题据信是《埃及人》《达那伊得斯姐妹》，还有一部讽刺剧，《阿密摩涅》（Amymone
 ）。从《乞援人》和后来关于神话和传说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整部剧的整体主题。

伊俄（Io）是阿尔戈斯的伊那科斯国王的女儿，宙斯爱着她。赫拉在她许多次嫉妒冲动中的一次中，将伊俄变成一头奶牛，用牛虻折磨她。伊俄逃到了许多地方，最后定居在埃及，并在那里生下了宙斯的孩子，厄帕福斯（Epaphos）。厄帕福斯的后裔及其配偶包括利比亚、波塞冬、柏罗斯（Belos）、推罗的阿该诺尔（Agenor）国王——即卡德摩斯和欧罗巴的父亲——以及孪生兄弟达那俄斯和埃古普托斯。
(71)

 达那俄斯有50个女儿，埃古普托斯有50个儿子。两兄弟吵了架，但后来，有一场集体婚礼，在那一夜，除了一个例外，达那俄斯的女儿们杀死了埃古普托斯的儿子们。然后，达那俄斯以某种方式取得了阿尔戈斯的王位。这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彼此差异很大，尤其是关于哪些情节发生在埃及，哪些发生在阿尔戈斯。

《乞援人》描写这个故事中的一个片段，即达那俄斯的女儿们从埃及逃离埃古普托斯的儿子们的罪恶企图、作为乞援人抵达阿尔戈斯时的情景。在那里，本土国王珀拉斯戈斯给她们提供了“乞援人”宙斯的圣所。埃古普托斯及其儿子们的信使到来了，傲慢地命令必须交回达那俄斯的女儿们。珀拉斯戈斯以坚决的希腊爱国主义回绝了他，剧本结束时，计划让达那俄斯及其女儿们与珀拉斯戈斯及阿尔戈斯的人民住在一起，定居下来。

人们一般没有意识到对这部剧和三联剧的现代研究充满政治影响的程度。德国浪漫主义—实证主义者和后来的学者坚称，这是埃斯库罗斯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剧，甚至是任何剧作家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剧。这一日期定位实际上被树立为现代古典学术的试金石：

迄今为止，学者们将《乞援人》视为埃斯库罗斯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剧作；如果我们现在同意将它置后，那将使所有研究文学的尝试徒劳无功。
(72)



但是，1952年发表的一部纸草文献强烈表明，这部三联剧于公元前464年—公元前463年赢得了一个奖项，因此，它是悲剧家成熟时期的作品。
(73)

 这部剧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得到高度尊重，这和上述观点若合符节。关于此剧早期日期的声称的理由包括格律、词汇和戏剧结构，一位当代古典学家，艾伦·加维（Alan Garvie）博士，犀利地展示了这些声称的空洞性。
(74)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对它“不成熟”的一贯贬低？最可信的原因是，它处理的主题可以被理解为暗示埃及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殖民过，这于正处于盛年期的最伟大的希腊悲剧家是不适宜的。

同时有减弱本剧的埃及视角的同样坚持不懈的尝试，而该剧的埃及视角在后来的时代是对古代模式如此重要的支撑。例如，虽然伊俄被视为来自阿尔戈斯，但多数文献一致认为她只是埃古普托斯和达那俄斯的遥远的祖先。因此，两兄弟及其孩子如果不是纯粹埃及人的话，也被埃及化了，而达那伊得斯姐妹被明确描述为“黑人”。
(75)

 但是，德国的主流学术偏爱唯一的批注者，这位批注者可以被可疑地理解为认为孪生兄弟是伊俄本人的孩子。同一批注者还断言，三联剧的全部情节都发生在阿尔戈斯。与其他所有文献相比，人们偏爱这一版本，因为其他文献中有一些认为所有事件的场景都在埃及，而其他所有文献，包括上面提到的《达纳伊斯》中的诗行，都有达那伊得斯姐妹自埃及到达的情节。
(76)



虽然对雅利安派学者提出这些批评，但毫无疑问，埃斯库罗斯充满了可以有用地称为古希腊民族主义的东西，并意图减轻任何侵略的影响。他经历了波斯战争的高潮。作为一名雅典贵族，他参加了公元前492年关键的马拉松战役，这场战役阻止了波斯的一次重要侵略。他的剧本《波斯人》直接表达了他那一代人恐外的情感。在《乞援人》中，这种情感只是被轻轻地掩饰着：

老兄！你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样的傲慢，激起你如此侮辱这一佩拉斯吉人的王国？你真的认为你是来到了女人的王国吗？对于一个与希腊人打交道的野蛮人来说，你是太骄傲了。
(77)



在如此热烈的沙文主义氛围中，更为可信的是认定埃斯库罗斯意图减弱，而非夸大这一神话系列中的埃及成分。文本中有相当的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但是为了证实它，我必须超前我的论证，使用一般用于本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方法。

任何传说的要素大致可以以其历史价值划分等级。用处最小的是任何民间故事都有的主题，在此例中是50个女儿嫁给50个儿子并谋害他们的故事。其他民间故事的主题在别的地方有出现，但是在重要的地方。狄奥多罗斯的埃及调查对象告诉他，希腊人将伊俄来源的地点从埃及变成了阿尔戈斯。
(78)

 迈克尔·阿斯特指出，伊俄、宙斯和赫拉的故事与《圣经》中夏甲（Hagar）的闪米特故事是如何相似。夏甲的名字似乎源于闪米特语√hgr（漫游），亚伯拉罕爱上了她，并使她怀孕，亚伯拉罕的妒妻撒拉（Sarah）将夏甲赶到沙漠里。夏甲几乎死去，但上帝让她在绿洲休息，在那里她生下了半人半兽的以实玛利（Ishmael）。阿斯特还从《耶利米书》引用了惊人的一段：“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牛虻来到了！来到了！”来暗示预言者的以色列听众知道这一传说。阿斯特用这两个证据来声称关于达那俄斯殖民的传说中存在闪米特影响。
(79)



但是，似乎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埃及神话的影响。例如，在《乞援人》中（第212行）达那俄斯乞灵于“宙斯之鸟”，合唱队作为回应，乞灵于“太阳拯救的光芒”。评注者不得不看到埃及神话中惊人的相似，即宙斯的埃及对应物阿蒙—拉（Amon-Ra）的太阳鹰，但他们试图降低它的重要性，称之为“埃及化”，从而赋予它不知怎么晚近和肤浅的风味。
(80)

 在别的地方，有关于欢迎死者的“地下的”或“地狱的”宙斯的指称，还有在地狱掌管判决人的恶行的“另一个宙斯”的指称。这些指称与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对死者的审判极其相似，不令人吃惊的是，《奥德赛》中的一些段落与奥西里斯的故事相似，这些段落被广泛接受为“俄耳甫斯的”，最终是埃及的。
(81)



这些指称富有暗示性。但是，传说中能发现的“最坚实的”历史证据来自专有名词，这里有必要借助于古典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阿尔（Frederic Ahl）最近的工作。阿尔表明了古典作家的巨大复杂性，有必要像研究《芬尼根守灵夜》一样研究他们的文本。他的观点是，人们应该避免像许多古典学家那样，将“一元论的”或单一的粗糙意义强加给古典文本。在实践中，他认为，人们应该寻找双关语、字谜游戏和结构平行组成的稠密网络，这一网络赋予了文本多重、经常矛盾的意义或“解读”。而且，双关语不应该被轻视，而应该被视为揭示了深刻的，如果不是神圣的，联系和真实。
(82)



毫无疑问，《乞援人》值得这样的解读。加维指出：

词语的使用，其声音或形式暗示一个主题，虽然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可能非常不同。《乞援人》第117行中，βονιν
 意为“有山的土地”，但暗示“奶牛的土地”［词干bou-意为“牛”］，而’Απíαν
 让人想起埃皮斯（Apis），Epaphus的埃及对应物（请比较第262行）。这绝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它来源于下述概念，即名字不仅是习俗的问题，而是密切地属于它所标示的事物。
(83)



加维接着指出Epaphos这一名字和词干ephap-之间的特别相似，这一词干在剧中经常出现，它本身有两个意思：“抓住”和“爱抚”。还有epipnoia这个词，它意味着使伊俄怀孕的宙斯的温柔的呼吸以及后来威胁了达那伊得斯姐妹的暴风雨。
(84)

 甚至除了这些和“阿皮亚（的）”（Apia(n)）外，让·贝拉尔还提出了与名字Epaphos的另一联系：＞
 Ip．py是两个或三个希克索斯王朝法老的名字，一般在希腊语中译为Ap(h)ōphis
 。
(85)

 正如阿斯特所指出的，晚期埃及语在公元前两千纪末经历了一场元音转移a＞o，上述元音化的差异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解释。
(86)

 这将说明，名字Epαphos
 是在那之前引入的，从而晚期“埃及化”的观点被削弱了。

地名阿皮亚在这个剧之外很少被使用，它一般意为阿尔戈斯，但在别的地方它涵盖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它被可信地与荷马史诗中的apios（遥远的）或者apiēgaiē
 （遥远的土地）相联系。
(87)

 但是，这不可能是它的词源，阿皮亚有其他许多联系。对于古典作家来说很明显，自从1911年以后甚至现代学术也认可，阿皮亚的名字让人想起埃及的埃皮斯牛，并因此与奶牛伊俄及其埃及儿子厄帕福斯相联系。
(88)

 孟菲斯的埃皮斯牛崇拜可以追溯到第一王朝，但其影响的高潮是在第十八王朝之后，名字的原初埃及形式是Ḥpw。
(89)

 Ḥp或Ḥpy是荷鲁斯的一个儿子的名字，他在《死者之书》中很重要，其特殊的职责是守卫北方。
(90)

 因此，在埃及人的眼中，他与希腊相联系。初看起来，把他与希腊的阿皮亚联系起来可能太遥远了；然而，《乞援人》中有这么一段：

我们站立其上的就是阿皮亚的土地，它很久以前为了纪念一位医生，取了这个名字。因为埃皮斯，预言者和医生，阿波罗的儿子，来自遥远海岸上的瑙帕克托斯（Naupaktos），他清除干净了这块土地上对人有致命危害的怪物，地球很久以前被血腥的事件所玷污，使得这些怪物涌现出来，即充满愤怒的瘟疫、成群的蛇的有害聚集地。埃皮斯利用外科手术和咒语，成功医治了这些瘟疫，使得阿尔戈斯人很满意……
(91)



应该指出，在埃及的万神殿中，Ḥpy是盛放小肠的礼葬瓮的守护者，在《死者之书》中，他保护死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杀死蛇形的魔鬼。
(92)

 阿波罗一般被认为与Ḥpy的父亲荷鲁斯相对等。这一平行的复杂性使它非常可信。但是，与厄帕福斯这一名字显然远古的渊源不同，埃皮斯的渊源似乎更新近，至少在这一上下文中是这样。阿皮亚的名字在荷马史诗中没有出现，上面讲述的它的名祖的故事仅在这个段落中出现过，好像并不属于更一般的传统。

厄帕福斯和阿皮亚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子。《乞援人》中的多数名字都有强烈的埃及内涵，在此我仅举数例。伊那科斯现在一般认为是剧中最具阿尔戈斯特征的名字，他被视为阿尔戈斯的国王和伊俄的父亲。他后来化为阿尔戈斯的主要河流，经常被与埃及的尼罗河相对照。但在18世纪，态度非常不同。例如，大胆而杰出的学者尼古拉·弗雷列（Nicolas Fréret）在早期基督教著作家尤西比厄斯（Eusebius）的基础上，相当可疑地坚称伊那科斯是埃及殖民者。
(93)

 弗雷列认为，这个名字在中东很普通，意为“以气力和勇敢著称的男人”，他援引《圣经》名词＜
 ǎnåq，这在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中转写为Enak或Enach，还有希腊文anax，anaktos（国王）。

名字＜
 ǎnåq
 有歧义。它用于指Qiryat＞
 Arba＜
 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是赫梯人，但它一般是指高大强壮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被广泛地认为来自爱琴海。
(94)

 由于词语(w)anakt-既出现在希腊语中，又出现在弗里吉亚语中，＜
 ǎnåq
 有可能来源于此。除了这一可疑的词源外，还有一个问题，即有证据清楚显示，Qiryat＞
 Arba＜
 被创建于公元前17世纪或公元前18世纪。
(95)

 但是，如果像我相信的那样，非利士人多数说的是希腊语，那么前者可能是从后者而来的借词。
(96)



无论如何，弗雷列不知道埃及语词根√＜
 nḫ，这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他的一般论证。这个词根的基本意思是“生命”，正如在著名的象征ankh里一样，但它有相当广泛的延伸义。惯用语句＜
 nḫḏt（祝他万寿无疆）是用于活着的法老名字之后的标准套语，这成为希腊语(w)anax，(w)anaktos（国王）的可信词源，这两个希腊语单词在印欧语中没有已知的来源。
(97)

 ＜
 nḫ的另一个用法是作为“棺材”，这似乎是希腊语Anaktoron的词源，后者就是位于埃琉西斯秘密仪式中心的圣骨盒。

跟我们当前的讨论更相关的＜
 nḫ的用法是用来描写“活”水的短语mw＜nḫ。Anaktos是同样的用法，尤其是在已佚的史诗《达纳伊斯》中的那一行，[image: ]
 ，“皇家的/活跃的尼罗河的”。尼罗河以其丰产和赋予生命的力量而闻名。而且，根据大概生活于公元1世纪的神话学家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os），埃古普托斯和达那俄斯的母亲是尼罗河的女儿，被称为安喀诺厄（Anchinoē）。她的名字有异体形式Anchirrhoē或者Anchirhoē，这增加了它来源于埃及语形式*＜
 nḫnwy（活水或水的生命）的可能性，因为rhoē在希腊语中意为“溪流或流动”。
(98)



埃及语和希腊语中都存在围绕皇室、棺材和流水的如此奇特的语义组将偶然巧合的可能性几乎降低到零。另外，伊那科斯作为国王、祖先和河流的三重宗教仪式以及他与尼罗河之间的经常对比说明，存在埃及语和希腊语之间复杂的双关语，其类型与上面讨论的ḥpw/y-Apis/Apia相同。还有，这里，虽然史诗中用了[image: ]
 ，但荷马和赫西俄德都没有使用伊那科斯的名字，而后者赋予了伊俄的父亲另外一个名字，这些事实说明这一埃及—希腊关系确实是后来苦心经营的结果。

伊那科斯的女儿伊俄的名字被认为源于动词ienai（漫游），这与夏甲源自√hgr（漫游）的词源干脆地相合。
(99)

 但是，存在同样清楚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源。现代评注者承认剧中’Ίώ
 “伊俄”、’Ίων
 “爱奥尼亚人”和’Ίον
 “紫罗兰花”三个词之间清楚的双关。
(100)

 爱奥尼亚人一词的埃及语来源上文已经提及。伊俄本身的双重词源似乎首先来自埃及语ỉ＜
 ḥ（月亮），它在科普特语的波海利语（Bohairic）方言中转写作iōẖ。
(101)

 而且，传统认为，iō是阿尔戈斯“月亮”的方言词语。正如阿尔所指出的，与此相联系的是伊俄和伊希斯的关联，伊希斯在很晚的埃及宗教中，与月亮相联系。阿尔进一步表明月亮的联系，因为角/月牙钩（horns）和女性在“奶牛”中合并。
(102)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伊俄的第二种，我相信也是基本的埃及语词源，即来自ỉḥt（奶牛）——复数ỉḥw
 ——和ỉwз
 （长角的家畜）。

伊俄的后裔的名字中，我们已经考虑了厄帕福斯。利比亚（Libya）来自晚期埃及语Rb，我相信她是雅典娜的一种形式。
(103)

 许多学者认为他们的儿子柏罗斯的名字来自闪米特语√b＜
 l，它要么是一般意义上的“君主”，要么特别指那个名字的神。
(104)

 腓尼克斯的名字显然与腓尼基相关联。
(105)

 似非而是的是，推罗国王阿该诺尔是这个家庭中唯一的有希腊名字的成员，意为“有男人气概的”或“勇敢的”。名字埃古普托斯的词源很明显。Ḥ(t)-Kз-Ptḥ
 ，“普塔神（Ptah）之灵的神庙”，原来是下埃及首都孟菲斯的一个名字。但是，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它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被普遍用作指“埃及人”，人名Ai-ku-pi-ti-jo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被提及过。
(106)



埃古普托斯的孪生兄弟和对手达那俄斯的名字在B类线形文字中写作Da-na-jo，但这呈现了复杂得多，也迷人得多的问题。埃及历史或神话已知的人物中没有这个名字。但是，它的确与爱琴海有悠久的联系，有可能回溯至公元前三千纪。
(107)

 Da-na-ne在A类线形文字中使用过；T＞
 inзy
 或ta-na-yu是公元前15世纪意指希腊的埃及语名字，Dз-ỉn
 到公元前13世纪已经使用。
(108)

 阿斯特将这一词干与闪米特语词根√dn(n)（法官）相联系，它在名字Dan＞
 el或Daniel中可以看到，他断言，达那厄人——其名祖是达那俄斯——是说闪米特语的部落，他认为这一部落在青铜时代晚期抵达希腊，大概来自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西利西亚（Cilicia）。
(109)

 虽然我接受地中海东部地区叫作Dani/a或Tani/a的不同民族之间大概有联系，虽然我相信西利西亚和爱琴海南部在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内严重闪米特化，但是，一些学者断言，后来在西利西亚发现的Dnnym和《圣经》中的但族（Dan）来自爱琴海，而不是相反，我宁愿遵从这些学者。
(110)

 然而，我们所讨论的殖民要早得多，关于这些殖民的所有传说都坚称达那俄斯是到希腊的闯入者。

名字Dan-在埃及语、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肯定被密集、古老的双关语包围着。加德纳（Gardiner）指出，到公元前11世纪，地名Dз-ỉn或Dene和限定词一起书写，或者加上弯腰的老人的图像。他把这与埃及语ṯnỉ相联系，后来写作ṯnỉ——到这一阶段，d，ṯ和t的发音都是一样的——意为“年老的”或“疲劳的”。他因此称之为“疲劳的土地”。
(111)

 这样，我们有趣地注意到，达那俄斯在《乞援人》中和其他地方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的高龄和疲累。他还以在阿尔戈斯地区殖民的聪明的法官和立法者的身份而闻名，他和他的女儿们尤其以参与灌溉闻名。因此，他的名字可以来自埃及语形式*dnỉw（分配者或灌溉者），它又来自dnỉ（分配，灌溉），这个词显然与闪米特语√dn(n)（法官）相联系。在我看来，这里双关语的网络太密集了，不可能区分哪一个在先：是爱琴海的达那厄人民族，还是达那俄斯，即埃及—闪米特殖民者、土地分配者、立法者和灌溉者。

如果从达那俄斯的名字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要有歧义，那么，他与埃古普托斯斗争的传说，至少自从公元前3世纪以来，就被认为毫无歧义地指向他曾经是希克索斯人的首领，被第十八王朝的埃及民族复兴驱赶了出来。
(112)

 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求助于《乞援人》的希腊名字Hiketides。这清楚地与Hikesios（乞援人）相联系，它是宙斯的主要别名，而宙斯从头到尾主导了整部戏剧。
(113)

 相当奇怪的别名或另外的名字Hikesios有时在其他地方也被使用，尤其是在希腊南部，它属于宙斯的一般视角，他以此来保护陌生人。
(114)

 我们还可以有趣地注意到，名称为Hiketides的两部剧都指称了阿尔戈斯，这个城市后来尤其与希克索斯人殖民相联系。
(115)

 Hikesios与埃及语[image: ]
 惊人地相似，公元前3世纪后者被译成希腊语的希克索斯。

既然如上所示，剧中存在总体的和普遍的双关语，那么的确很可能埃斯库罗斯及其文献来源意识到了这些双关语，而这部剧所属的三联剧是关于埃古普托斯和达那俄斯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关于达那俄斯从埃及来到阿尔戈斯。另外，认为“希克索斯”是基本的意思，而“乞援人”的概念来源于它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乞援人宙斯的普遍流行的被证实使用说明，这一双关语是古老的，它不可能始于埃斯库罗斯。

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作为避难者抵达，被土著人热情地接待，然后神秘地成为统治者，这样的描写比起征服来，要让古希腊民族主义舒服得多。它肯定可以帮助减轻古代传说和民族骄傲之间的紧张。公元前两千纪实际上究竟有没有希克索斯人对阿尔戈斯的殖民，第二卷将讨论这一问题。我在这里论证的只是，《乞援人》的主题及其中的大量埃及材料证实，埃斯库罗斯及其文献来源相信有过这样的殖民，他的文献来源至少可以回溯到公元前7世纪《达纳伊斯》写作时，或者更早。

最后，我应该增加一句：《乞援人》不是指称殖民的唯一悲剧，许多以底比斯为题材的剧作提到了卡德摩斯的腓尼基血缘。例如，在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妇女》中，腓尼基妇女的合唱队前来观看卡德摩斯王朝的覆灭，正因为卡德摩斯来自推罗。
(116)

 也是在这里，证据支持公元前5世纪对有关传说的一般信仰。
(117)




 希罗多德

这一信仰最惊人的表现来自希罗多德，他公元前450年前后写作了伟大的《历史》。他主要的主题是欧洲——他所谓欧洲一般指希腊——与亚洲和非洲的关系。他认为这一关系中存在相似点和不同点，接触和冲突，关于这些题目，他在波斯帝国中从巴比伦到埃及广泛旅行时提出了许多问题，他的旅行还包括波斯帝国的北部和西部边缘，从伊庇鲁斯和希腊到黑海。

这一章开头的引文表明希罗多德没有写下任何关于殖民的描写，因为他相信别处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同样，引文清楚地显示他坚定地相信殖民实际发生过。《历史》充满了关于殖民的指称：

那里［罗得岛的林佐斯（Lindos）］的雅典娜神庙由达那俄斯的女儿们建立，她们在逃离埃古普托斯的儿子们的过程中经过了这个岛。
(118)



卡德摩斯，阿该诺尔的儿子，在寻找欧罗巴的过程中经过了它［锡拉岛］，并……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腓尼基人。
(119)



希罗多德的兴趣不在于殖民本身，而在于殖民在介绍埃及和腓尼基文明进入希腊的过程中是如何作用的：

我建议就得墨忒耳的神秘仪式保持沉默，希腊人把这个仪式称为塞斯摩弗洛斯节（Thesmophoria），虽然……我可以说，例如，正是达那俄斯的女儿们将这一仪式从埃及带来，并把它教给了佩拉斯吉人妇女……
(120)



和卡德摩斯一起来的腓尼基人……在希腊定居以后，将许多技能介绍进了希腊，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写，我认为希腊人在此之前不知道这门艺术。
(121)



在别的地方，他将近东文明的引入与文化人物相联系，这些文化人物隶属于政治和军事人物。但是，这一过程在开初的殖民之后持续着：

现在我知道是墨兰普斯（Melampous）……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介绍入希腊，还有纪念他的仪式和生殖器崇拜队列。但他没有完全理解教条或完整地传达它；它的圆满发展是后来的老师们的功劳。但是，正是墨兰普斯引入了生殖器崇拜队列，希腊人是从墨兰普斯那里学会了他们现在施行的仪式。我认为，墨兰普斯是个有能力的人，他学会了占卜术，并将他在埃及学到的许多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希腊，其中包括狄奥尼索斯崇拜……墨兰普斯大概是从推罗的卡德摩斯以及和他一起从腓尼基来到现在称为波伊奥提亚的国家的人们那里得到了关于狄奥尼索斯的知识。希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
 （黑体由笔者标注）。我从我的调查得知它们来自国外，最有可能的是来自埃及，因为所有神的名字从时间一开始就存在于埃及……那么，这些习俗，以及我后来将要讲到的其他习俗，是希腊人由埃及借来的……在古代，正如我从在多多纳被告知的东西所了解的，佩拉斯吉人供奉所有种类的祭品，并向神灵祈祷，但没有任何名字或称号的区分——因为他们尚未听说过这一类事情。他们用希腊语称呼神灵为theoi——“安排者”……此后很久，神灵的名字被从埃及带到了希腊，佩拉斯吉人学会了……接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派人去多多纳的神示所（最古老的，在那一阶段也是希腊唯一的神示所），询问采纳国外来的名字是否合适。神示所回答说使用这些名字是对的。因此，从那以后，佩拉斯吉人在祭祀中使用神灵的名字，这些名字从佩拉斯吉人传播到整个希腊。
(122)



而且，希罗多德没有将近东概念的引入仅限于殖民者。他以多多纳神示所的女祭司和埃及底比斯的祭司的报道为基础，描写位于伊庇鲁斯的多多纳的神示所具有埃及和利比亚来源，他所使用的神话根本与达那俄斯或卡德摩斯无关。
(123)



我已经提到，公元2世纪时，普鲁塔克控告希罗多德是“谎言之父”。处于雅利安模式内部的学者今天倾向于以宽容的傲慢态度对待希罗多德，他们尤其蔑视他的“轻信”。但是，当他认为希腊习俗源于东方，尤其是埃及的时候，他没有完全依赖传说：
(124)



我永远不会承认，希腊和埃及施行的类似仪式仅仅是巧合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仪式性质上会更希腊，来源上会更远古。我也不会承认，埃及人曾经借用希腊的这一习俗或任何别的习俗。
(125)



因此，希罗多德使用的是理性，而非对传统的盲目信仰，他的方法是竞争性的可信性，这对这一课题来说是完全合适的。但是，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他的结论正确与否，而只是他本人相信正确和他这么做是相对寻常的这些事实。后面的这个结论由更早的关于殖民的指称得到证实，后来的希腊作家中的绝大多数接受了他关于殖民的观点也证实了它。这一接受尤其使人印象深刻，当我们看到这些时代希腊人热烈的沙文主义，他们对使他们文化上比埃及人和腓尼基人低等的传说感到不舒服或者不喜欢，此时埃及人和腓尼基人仍然在周围。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希罗多德采取了防御姿态，不是在殖民是否存在的问题上，而是在希腊自埃及和腓尼基文化借用的程度的问题上。正是这一不安将我们引向了希腊第二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00年）。


 修昔底德

19世纪早期的批评家就殖民问题上一些权威的“沉默”大做文章，他们想到的历史学家显然就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历史书的绪言没有提及卡德摩斯或达那俄斯，但它的确提到珀罗普斯从安纳托利亚对希腊的侵略。修昔底德还陈述，一度“卡里亚人和腓尼基人居住了大多数岛屿”，他提及达那厄人，并说Kadmeis是波伊奥提亚的旧称。
(126)

 他还把珀罗普斯之前的阿尔戈斯国王描述为珀尔修斯（Perseus）的后裔，而希罗多德将珀尔修斯视为“真正的埃及人”或者“亚述人”。
(127)

 但是，修昔底德没有提及卡德摩斯或达那俄斯，或者他们的侵略。

既然希罗多德和希罗多德写作之前几十年的悲剧作品中经常提及殖民，修昔底德肯定知道有关传说，他的省略应该被视为有意决定的结果。极端不可能的是，他做出这一决定是由于他拥有反面的证据，因为那样的话，他几乎肯定会举出这一证据，以提高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还因为——下文将论证——侵略冲撞了他的历史框架。一种更宽容的解释是，作为一名自觉的“批评性”历史学家，他不愿意讨论无法验证的传说。但是，他提到了更遥远的赫楞的神话，这削弱了这一观点的力量；赫楞是大洪水的幸存者丢卡利翁（Deukalion）的儿子。
(128)



修昔底德在过去三个世纪中魅力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129)

 根据他的历史观，离现在愈近，政治组织变得愈庞大，愈有效。因此，他倾向于降低迈锡尼文明的成就，转而强调那一社会的不稳定和紧随其后的“黑暗时代”的混乱。比如，这帮助解释了他为何否认荷马有任何古希腊人作为单一民族的意识。
(130)

 根据他的观点，历史逐步积累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即他的两个主角，雅典和斯巴达，结果他的生命跨越了，他的著作描写了“古希腊人历史上最严重的混乱，它也影响了大部分非希腊世界，的确我几乎可以说，它影响了整个人类”
(131)

 。

这一异乎寻常的说法与下述观点不和谐，即古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参与了特洛伊战争。接受殖民说对他的历史框架将是更加毁灭性的。传说中的侵略行过的距离、动作的规模以及巨大的长期后果将揭示出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质上琐屑的性质，它只是因为修昔底德的历史才变得伟大起来。

比起可以称为修昔底德“时间沙文主义”的因素，一个更加重要的抑制因素是他的民族主义——我故意使用了这个词。修昔底德严格区分了古希腊人和“野蛮人”，他的整部作品赞美了希腊成就的独特性，甚至包括破坏性的成就。这样，埃及人（雅典人现在可以征服他们）或者腓尼基人（他们组成了波斯军事力量最可怕的一翼，也就是舰队）在希腊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中心作用的观念显然使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感到不安。

这一态度可以解释为何修昔底德作为排斥传说的“批评性历史学家”，能够提及赫楞，一个纯粹民族的人物，而不涉及带来文明的外邦人如达那俄斯、卡德摩斯或埃及人凯克洛普斯。（消除不愉快传说的愿望能否促进批评性方法本身将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讨论。）这种“民族主义”在公元前5世纪初的波斯战争的后果中以及其后希腊权力的拓展中是典型的：从这时开始，多数希腊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对“野蛮人”的憎恨和蔑视。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会期待希腊作家降低文化上受惠于近东的传说的重要性，如果他们做了什么的话。因此，比如，理解为何对凯克洛普斯埃及联系的建议会被认为他土生土长的观点代替，或者理解为何修昔底德会完全省略有关传说，比起理解为何希腊人会发明“新的”外国殖民和文明的故事要容易。


 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

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泛希腊主义和希腊文化骄傲的杰出代言人是雅典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在公元前380年奥林匹亚节发表的著名的颂扬的演说中，他呼吁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捐弃前嫌，团结起来，组成泛希腊联盟，共同对付波斯和野蛮人。他带着一种新的等级的文化安全感宣称：

我们的城市［雅典］在思想和言语方面远远抛开了其他人类，以至她的学生已经成为世界其余部分的老师。她带来的结果是“古希腊人”这个名字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智力，“古希腊人”的称号被应用于那些分享我们文化的人，而非那些具有共同血缘的人。
(132)



这一陈述的傲慢是惊人的，因为我们知道许多有文化的希腊人，包括公元前4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欧多克索斯（Eudoxos），仍然觉得有必要在埃及学习。
(133)



不令人惊奇的是，伊索克拉底对殖民很关心：

从前，任何不幸的野蛮人擅自做希腊城市的统治者：［例如］达那俄斯，来自埃及的流放者，占领了阿尔戈斯；来自西顿的卡德摩斯成为底比斯的国王……
(134)



伊索克拉底虽然明显不喜欢这些侵略，但他没有怀疑其历史性，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然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要矛盾得多。在他的《蒲西里斯》（Bousiris
 ）中，他给出了一幅优点极其突出的埃及图景。在一个层面上，这篇演说只是修辞的绝妙表演，它为主要以杀害外邦人而闻名的神话中的国王辩护。但是，为了具有说服力，演说不得不借助于流行的看法，它显然具有很严肃的侧面。埃及这块土地及其人民被描绘为世界上最受福佑的，但首要的是，这篇演说赞扬了作为神话中的立法者的蒲西里斯以及他为埃及设计的宪法的完美。
(135)



伊索克拉底崇拜的东西包括种姓制度，由哲学家充当统治者，以及埃及哲学家/祭司的产生了沉思的人（anēr theōrētikos
 ）的严格教育（paideia），沉思的人利用自己的高等智慧为国家服务。
(136)

 劳动分工允许“闲暇”（scholē），闲暇又带来“学识”（scholē）。首要的是，他坚持说哲学（philosophia）是，而且只能是，埃及的产物。
(137)

 这个词似乎已经被埃及化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使用了一段时间——有可能自从公元前6世纪以来——但是，它现存最早的用法之一来自《蒲西里斯》。
(138)



实际上，在这一对埃及非常尊敬的态度和伊索克拉底的热烈的排外情感之间并无逻辑上的不一致。他并不否认殖民的存在，至少自从希罗多德以来，殖民就与埃及宗教植入希腊相关联。而且，伊索克拉底对雅典和希腊文化成就的赞颂只是指现在。对于过去它没有声称。可是，两种立场之间的确有个对照。在一个表面的层面上，它可以用伊索克拉底最关心的“野蛮人”是波斯人和腓尼基人这一事实来解释，他关心腓尼基人是因为他们形成了波斯舰队的大部分基础，还因为他的恩主、独裁者埃瓦戈拉斯（Evagoras）从腓尼基人那里攫取了领土，即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而且，写作《蒲西里斯》时的公元前390年前后，针对波斯的三方联盟在埃瓦戈拉斯、埃及法老阿科里斯（Achōris）和雅典之间形成了。
(139)



但是，我相信，两种视角可以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整合，即作为伊索克拉底联合雅典和斯巴达以对付波斯的尝试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即公元前4世纪初年时，雅典人着迷于斯巴达的宪法，斯巴达是雅典如此成功的敌人。这使得在雅利安模式内部运作的学者，例如19世纪德国伟大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假定《斯巴达政治》的存在，这一著作激励伊索克拉底写作了《蒲西里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还认为，正是因为希罗多德声称斯巴达人的制度来自埃及，伊索克拉底才把蒲西里斯作为他的理想。
(140)

 法国现代学者夏尔·弗鲁瓦德丰（Charles Froidefond）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理由是，《蒲西里斯》与色诺芬（Xenophon）所作的《斯巴达政治》根本不像，因为伊索克拉底明确说明斯巴达人只是从埃及部分地借用，也因为给他那一代人印象最深刻的斯巴达社会的军事侧面被归因于来库古。只是到后来很晚，在公元2世纪时，普鲁塔克才声称来库古是埃及的模仿者。
(141)



我同意弗鲁瓦德丰的观点，没有必要假定《斯巴达政治》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战后的”雅典人关心斯巴达人成功的秘密。而且，在古代模式内部运作的学者们没有疑问，关于斯巴达从埃及进行制度借用的故事，特别是来库古，在公元前4世纪初年流行，是因为它们是真的
 。这就是说，证实这一传统的不仅有斯巴达社会特定侧面的性质，而且有埃及对斯巴达创始期艺术的强烈影响以及斯巴达许多特定制度名称的可信的晚期埃及语词源。
(142)



伊索克拉底坚持说，斯巴达人没有成功地应用埃及劳动分工的原则，所以他们的宪法没有达到埃及范式的完美，他就此写道：“讨论这类问题并赢得最大声誉的哲学家们最钟爱埃及的政府形式……”
(143)



伊索克拉底指的是谁？弗鲁瓦德丰可信地假定说这是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奉者，伊索克拉底援引了他们“埃及政治”的概念，甚至引用了这么一篇文章。
(144)

 强大的古代传统认为——希罗多德提到了它，后来的作家给出了细节——有这么一个叫毕达哥拉斯的人，以他在埃及的长期学习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学派，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需要极端的智谋来否认这一传统。但是，的确有过这样的尝试。
(145)

 无论如何，伊索克拉底对此有很明确的说法：“在埃及的一次旅行中，他［毕达哥拉斯］成为大众宗教的学生，他是第一个把所有哲学带给希腊人的。”
(146)



另一个不那么可能的可能性是，伊索克拉底所谓“哲学家”指他的伟大竞争者柏拉图及其《理想国》。
(147)

 一般认为，《理想国》作于公元前380年和公元前370年间，即在《蒲西里斯》的大约公元前390年之后。据信，《理想国》是许多年思考和教学的成果，有可能存在更早的草稿。
(148)

 但是，很有可能应该是《蒲西里斯》在先。尽管如此，在它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在后者中，也有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由开明的城邦卫士做统治者，他们经过仔细的挑选和严格的教育产生出来。柏拉图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混乱非常敌视，而这种模式显然令人感到安慰。

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与埃及相联系？除了与明显埃及式的《蒲西里斯》的类似外，我们知道，柏拉图大概公元前390年前后在埃及待了一段时间，埃及是他后期作品的一个中心关切。
(149)

 在《斐德罗篇》（Phaidros
 ）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宣布：“正是他［修思—透特（Theuth-Thoth），埃及的智慧之神］发明了数字、算术和几何……最重要的还有字母……”
(150)



在《斐莱布篇》（Philebos
 ）和《伊庇诺米篇》（Epinomis
 ）中，柏拉图更详细地阐述了透特是书写的发明者，甚至是语言和所有科学的发明者。
(151)

 在别的地方，柏拉图表扬了埃及艺术和音乐，认为希腊应该采纳它们。
(152)

 的确，怀疑《理想国》以埃及为基础的唯一理由是他在文本中没有这么说这一事实。但这一省略有一种古代的解释。克兰托（Krantor）生活于柏拉图几代人之后，他是柏拉图最早的评注者，正如他写道：

柏拉图的同时代人嘲笑他，说他不是理想国的发明者，而是抄袭了埃及的制度。他对嘲笑者是如此重视，以至把雅典人和亚特兰蒂斯人的故事归于埃及人，让他们说雅典人在过去的某一时刻真的曾经在这一政制下生活。
(153)



面对所有这些支持埃及来源的证据，早期现代学者仍旧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埃及相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154)



憎恨柏拉图的蒲柏尔（Popper）本来情愿用埃及来侮辱他。但是，他写作的年代是更系统的雅利安模式时代，尽管非常了解克兰托的控告，他只是把它放在脚注里，而且似乎对马克思的评论感到疑惑。
(155)

 一些支持柏拉图的学者有力否定了他赞同埃及类型的种姓制度的观点。大多数人只是从不提及埃及与《理想国》的关系。
(156)



在其对话录《蒂迈欧篇》和《克里底亚篇》（Kritias
 ）中，柏拉图提及消失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奇迹及其在火焰中的衰落。本书第二卷将论证，这是指公元前1626年锡拉岛火山爆发所造成的破坏，亚特兰蒂斯人是北方民族、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侵略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和公元前两千纪末进攻埃及的“海上民族”的混合物。但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柏拉图对希腊和埃及之间历史关系的认识。

正如绪言中所提到的，有一个广泛传播的但在晚期才被证实的传说，认为雅典是由凯克洛普斯创建的，他是来自西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赛斯的埃及人。还有一个确认，认为那个城市的女神Nēit就是雅典娜。
(157)

 在他著名的关于亚特兰蒂斯神话的段落中，柏拉图让克里底亚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当伟大的雅典立法者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初前往赛斯的时候，赛斯是埃及的首都，梭伦被作为亲戚对待，因为赛斯人感受到与雅典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梭伦甚至被允许与埃及高级祭司会面，一名祭司先是用著名的话语谴责梭伦：“哦，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总是小孩。从未有过年老希腊人这样东西。”接着告诉梭伦说雅典娜在赛斯之前创建了雅典，而不是相反。
(158)

 他解释说，雅典人对此一无所知以及一般希腊人对于自己过去无知的原因是，希腊文化被水与火的灾难周期性地破坏，没有留下雅典从前光荣的记忆。但在埃及，由于其有利位置，制度得以保存下来。
(159)



因此，对柏拉图来说，要想回到雅典古代制度，必须求助于埃及。在这方面，他与伊索克拉底类似，后者既呼吁雅典和斯巴达的泛希腊联合，又赞扬埃及宪法是斯巴达宪法的更纯粹的版本。他们对希腊真正的古代根源挖掘越深，就越靠近埃及
 。其中一个原因是，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都坚称，伟大的立法者和哲学家，如来库古、梭伦和毕达哥拉斯，都曾把埃及知识带回来。而且，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都相信珀罗普斯、卡德摩斯、埃古普托斯和达那俄斯的殖民，都和希罗多德一起，接受“野蛮人”带来重要文化财富的事实。
(160)

 甚至在雅典创建的问题上，柏拉图都处于古代模式内部，因为他接受雅典与赛斯的“发生”文化关系。因此，尽管他们对有关观点持矛盾情绪，如果不是敌意的话，这两位公元前4世纪初杰出的思想界人物还是被迫承认外来殖民以及后来从埃及和黎凡特大量的文化借用对于古希腊文明形成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是如此热烈地爱着古希腊文明。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在学园学习时还是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的学生，后者是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据记载曾在埃及待过16个月，专门剃光了头，以便和那里的祭司们一起学习。
(161)

 希罗多德对亚里士多德的埃及观影响也很大，亚里士多德显然对埃及很着迷。虽然他有时强调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文明的远古性，但他深思熟虑的观点是埃及人是最远古的民族。
(162)

 在传流论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同样是矛盾的。有时，他陈述说他相信不同文化的独立创造，但有时他又认为，埃及人创造了种姓制度，因此，“埃及是数学的摇篮，因为祭司种姓被给予大量闲暇”
(163)

 。根据他的观点，祭司发明了数学艺术（mathēmatikai technai），包括几何、算术和天文学，希腊人正在开始掌握它们。
(164)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埃及的崇拜在一个方面超越了希罗多德。希罗多德相信，埃及人发明关键的科学几何学是出于实际的原因，为了在尼罗河洪水冲走地标之后重新丈量土地，而亚里士多德坚称，是祭司从理论上发展了几何学。
(165)




 希腊化世界中的殖民理论和后来的借用

在诸多身份之中，亚里士多德当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166)

 随着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对波斯帝国的异乎寻常的马其顿征服，希腊对所有东方文明，尤其是对埃及文明的兴趣大大上升。就在征服之后的年份里，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用希腊语写了一部埃及史，在书中他建构了33个王朝的模式，这一直是古代埃及历史编纂的基础。
(167)

 大约也是在这一时间，阿布德拉的赫卡泰奥斯（Hekataios of Abdera）提出了他的观点，认为埃及人驱逐希克索斯人的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事和达那俄斯抵达阿尔戈斯是同一故事的三个平行版本：

这个国家的土著人推测，除非他们赶走外邦人，否则他们的麻烦永无终结。因此，外邦人立刻被赶出去，他们中间最突出、最活跃的结合在了一起，正如一些人所说的，被扔在希腊和某些其他地区的海岸上；他们的导师是著名人物，其中包括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但更多的人被赶进了现在称为朱迪亚（Judaea）的地方，它离埃及不远，当时完全无人居住。这一殖民地的首领名字叫作摩西。
(168)



大概是在这一基础上，还有希罗多德的观点，即斯巴达国王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希克索斯殖民者，大约公元前300年，斯巴达国王阿瑞俄斯（Areios）写给耶路撒冷的信件这么开头：

致高级祭司奥尼亚斯（Onias），问候您。发现了一个文件，它表明斯巴达人和犹太人是亲戚，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169)



希腊化时期对埃及—腓尼基殖民的指称太多了，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有争论的不是抵达的存在与否，而是抵达的细节：领导者的民族、他们离开的地方或者时间。
(170)



随着公元前330年之前亚历山大异乎寻常的征服，希腊文化骄傲与它对古代文明的尊敬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加紧张了。例如，这可以从对基蒂翁的芝诺（Zeno of Kition）的反应看出来，芝诺是公元前3世纪之交创建了斯多葛学派的腓尼基人。他的竞争对手嘲笑他是“小腓尼基人”，但正如一个学生描写他道：

您辛勤工作，创建了一个伟大的新学派，

无所畏惧的自由的纯洁父亲。

如果您的祖国是腓尼基，

有理由轻视您吗？卡德摩斯不是从那儿来吗？

他给予了希腊书籍和书写的艺术？
(171)



公元前1世纪写作的狄奥多罗斯在关于将希腊文明化的“野蛮人”的问题上表达了同样的困惑，如果不是精神分裂的话。在他的卷帙浩繁的《历史图书馆》的开头部分，他写道：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民族是野蛮人，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他们比希腊人更早，像埃福罗斯（Ephoros）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我们希望一开始就陈述关于他们的多数事实，以便我们以希腊人提供的各种叙述开始，而不必在关于他们早期历史的不同叙述中插入任何与另一民族相联系的事件。
(172)



在著作的第五卷中，狄奥多罗斯援引罗得岛人历史学家芝诺，芝诺坚称，希腊人，或者来自罗得岛的神秘的Heliadai
(173)

 ，将文化带给埃及人，但一场大洪水消灭了所有的记忆，就像雅典人忘记了雅典比赛斯更早一样：

正是因为这一类的原因，许多代人以后，人们认为阿该诺尔的儿子卡德摩斯是第一个将字母从腓尼基带到希腊的。
(174)



大概仍然是遵从芝诺，狄奥多罗斯接着细致描述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在前往希腊殖民的路上是如何在罗得岛留下踪迹的。
(175)

 与柏拉图认为雅典比赛斯要早的观点一样，芝诺的规划是古代模式的一种颠倒形式，而非雅利安模式内部的形式。规划没有提及来自北方对希腊的侵略，而是仍然维护了希腊与埃及—腓尼基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发生”关系。认为希腊将埃及文明化的观点甚至对于最热烈的雅利安模式支持者来说都太过分了。狄奥多罗斯的现代译者欧发德（Oldfather）教授在此注解道：

第一卷各处呈现埃及人提出的他们的文明优先的声称；这里给出的希腊人相反的声称是空洞的吹嘘。
(176)



狄奥多罗斯著作的要点是他相信埃及是世界文明的源泉，在更少的程度上，其他东方文明也是这样：

既然是在埃及这个国家，神话确定了诸神的起源，进行了据说最早的对星星的观察，而且，伟大人物的许多引人注目的事件得到记载，那么，我们的历史将以与埃及有关的事件开始。
(177)



狄奥多罗斯不仅经常提及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对底比斯和阿尔戈斯的殖民，而且在著作的开头部分，用了相当篇幅讨论赛斯人关于凯克洛普斯和其他雅典早期国王都是埃及人的声称，以及他们认为雅典和埃及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可信观点。
(178)



这一殖民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代没有被广泛接受，但人们普遍相信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和底比斯的殖民。帕萨尼亚斯作于公元2世纪的《希腊指南》充满了关于此的指称：

［位于阿尔戈斯地区］特里津（Troizen）的民众……说，他们国家存在过的第一个人是奥罗斯（Oros），在我看来这像个埃及名字，肯定不是希腊名字。
(179)





离开勒纳（Lerna），有另一条道路，就在海边，通向他们称为出生地的地方；海边是波塞冬出生的一个小小的圣所。挨着的是抵达处，他们说，就是在这里，达那俄斯及其子民首次抵达阿尔戈斯地区。
(180)



传说中的抵达处与出生的联系令人着迷，正如以下事实一样：波塞冬是迈锡尼人的主神，塞特——我把他视为波塞冬的埃及对应物——是希克索斯人的主神。
(181)



我认为，瑙普利俄斯人（Nauplians）是更早阶段的埃及人，他们和达那俄斯的舰队一起抵达阿尔戈斯地区，三代人以后，阿密摩涅的儿子瑙普利俄斯（Nauplios）将他们定居在纳夫普利亚（Nauplia）。
(182)





当卡德摩斯和一支腓尼基军队一起［向底比斯领土（Thebaid）］进军时，他们［海安蒂人和伊俄尼人］打了一场败仗，海安蒂人就在第二天夜里逃跑了，而伊俄尼人做了仪式性的乞求，结果卡德摩斯允许他们留下来，并与他的腓尼基人通婚。
(183)



海安蒂人和伊俄尼人的名字与爱奥尼亚人的名字（Ionian）和埃及语＞lwn(tyw’)（野蛮人）之间的关系，上文已经讨论过了。
(184)

 这样，没有疑问的是，帕萨尼亚斯信服殖民的真实性，并相信在他的时代，即公元2世纪，仍然有许多殖民的直接符号。


 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的攻击

公元2世纪还发生了最接近人们可以称为攻击古代模式的事件。这是在多产作家普鲁塔克的一篇长文中发生的，文章的题目是《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作者在文中对希罗多德提出了许多控告，其中之一是他“亲野蛮人”：

他说，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不仅学会了对十二个神的崇拜，还学会了列队行进赞美诗和民族节日；他说，狄奥尼索斯的名字是由墨兰普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他教给了其他希腊人；与得墨忒耳相联系的宗教仪式和秘密仪式是由达那俄斯的女儿们从埃及带来的……这还不是最坏的。他将赫拉克勒斯的祖先追溯到珀尔修斯，并说根据波斯文的记述，珀尔修斯是亚述人；他还说，“多利安人的首领会被确定为纯种的埃及人……”；他不仅急于确定一个埃及的和一个腓尼基的赫拉克勒斯；他还说，我们自己的赫拉克勒斯是在另外两个赫拉克勒斯之后出生的，他意欲将这个赫拉克勒斯排除出希腊，使他成为外邦人。但在古代的博学者中，荷马和赫西俄德都没有……提起过埃及的或腓尼基的赫拉克勒斯，他们所有人只知道一个赫拉克勒斯，即我们自己的赫拉克勒斯，他既是波伊奥提亚人，又是阿尔戈斯人……
(185)



普鲁塔克显然相信，他的读者会对希罗多德在这些题目上的观点感到愤慨，但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赫拉克勒斯的问题上，他仅仅援引了古代权威，并没有直接面对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的殖民。既然普鲁塔克在《论伊希斯与奥西里斯》中表达了对埃及宗教的深刻了解和欣赏，首要的是他相信埃及宗教本质上与希腊宗教相一致，那么，他本人是否不相信希罗多德认为希腊文化如此多的部分有外国来源的观点有严重的疑问。看来更有可能的是，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亲野蛮人”的攻击只是用来对他进行一般攻击的一个工具。而且，迷人的是，我们注意到古代模式的现代诋毁者中没有人依赖这篇文章。正如普鲁塔克的两个翻译者所述，其中一个原因是：

这篇文章不仅冒犯了希罗多德的爱好者，它还使普鲁塔克的崇拜者感到不安，他们很难相信，如此仁慈和善的作者竟然以如此激烈的恶意写作，使自己易于受到类似他对希罗多德提出的控告的指责。
(186)



更重要的是，19或20世纪的现代学者急于依赖“古代”文献，而非“晚期”文献；他们所谓“晚期”文献是指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文献。这一偏爱受到了以下事实的影响，如果不是以它为基础的话，即在古典晚期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压倒性的证据既支持殖民，又支持希腊宗教源自埃及宗教。但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埃及宗教对希腊的影响。


 埃及宗教的胜利

希腊人和其他地中海民族以埃及名字崇拜诸神的运动在亚历山大征服和希腊化时代的宗教汇合之前很久就开始了。早在公元前5世纪，诗人品达作了《阿蒙神赞美诗》，开头是“阿蒙神奥林波斯（Olympos）的国王”。这一对埃及阿蒙神的利比亚变体的崇拜与品达的家乡底比斯相联系。
(187)

 但是，这一崇拜在斯巴达也很强烈，帕萨尼亚斯就位于斯巴达的Aphytis的阿蒙神圣所写道：

拉科尼亚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比其他希腊人更多地使用利比亚神示所。阿蒙神在Aphytis所受到的崇拜并不比利比亚的阿蒙神崇拜者所给予的少。
(188)



不可能确定帕萨尼亚斯所谓“从一开始”的意思。无论如何，肯定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伟大的斯巴达统帅来山得（Lysander）的兄弟被称为利比斯（Libys），因为他的家族与阿蒙神崇拜者的basileis（国王或祭司）有传统关系，而且来山得本人咨询过神示所。
(189)

 到公元前4世纪时，阿蒙神在雅典得到崇拜，雅典城的一只神圣三层船也被奉献给他。
(190)




 阿蒙神的儿子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大帝显然认为自己是阿蒙神的儿子。他在征服埃及后，前往沙漠，去咨询阿蒙神在利比亚绿洲锡瓦的伟大神示所。神示所告诉亚历山大他是阿蒙神的儿子，这解释了为什么从那以后亚历山大的硬币上将他展示为带角的阿蒙神。
(191)

 有许多报道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亚历山大把自己打扮成若干神和女神，让人们崇拜他，“亚历山大甚至希望人们对着他面前的泥土鞠躬，因为他以为阿蒙神是他的父亲，而不是菲利普”，现代历史学家将这些报道称为诽谤。
(192)



那么，谁是阿蒙神的儿子呢？根据早期埃及传说，奥西里斯是太阳神拉的儿子。随着第十二王朝阿蒙神崇拜的兴起，二者合而为一成为阿蒙—拉。到新王国晚期，拉和奥西里斯之间产生了神秘的结合。
(193)

 这样，在狄奥多罗斯那里或者根据他公元前2世纪的文献，亚历山大城居民斯坎托布罗契的奥尼修斯（Dionysios Skytobrachion）那里发现的阿蒙神和狄奥尼索斯之间的彻底混淆似乎在埃及神学中已经有先例了。
(194)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把自己看作这一汇合的神，包括阿蒙神和他的儿子。

无疑，亚历山大的实际征服增加了狄奥尼索斯或者用狄奥多罗斯的命名，奥西里斯的巨大东方文明化远征的神话的重要性，这些神话的踪迹可以在第十八王朝甚或中王国的埃及传说中发现。
(195)

 正如詹姆斯·弗雷泽所指出的，甚至在希腊，欧里庇得斯在亚历山大出生之前已经勾画了这一规划的轮廓。
(196)

 亚历山大与狄奥尼索斯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他感到了与他的某些竞争，至少在他的征服之后。
(197)

 当亚历山大抵达印度西北部山区的尼萨（Nysa）时，当地居民告诉他这个地方与狄奥尼索斯有联系，据报道：

他很乐意相信狄奥尼索斯旅行的故事；他也乐意相信尼萨是由狄奥尼索斯创建的，这样，他就已经抵达了狄奥尼索斯抵达的地点，甚至还要比狄奥尼索斯走得更远。
(198)



还有不可靠的记述称，亚历山大走遍印度，“模仿狄奥尼索斯的酒神式狂欢”。
(199)

 毫无疑问，他赋予他的许多次长时间狂饮以政治和膜拜注意力，奥西里斯/狄奥尼索斯的文明化使命为亚历山大自己这方面的活动提供了关键的背景。因此，他将自己确认为阿蒙神的儿子，与狄奥尼索斯平行的对手，对他的人生规划具有中心意义。雅利安模式下的历史学家情愿强调他阅读色诺芬，他与阿喀琉斯相认同，与他竞争，这些无疑是促使他决定侵略亚洲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比起他本质上埃及的宗教使命来就不那么重要了。他的身体被埋葬在埃及，而非希腊或波斯的事实不能仅仅归因于继承他成为埃及统治者的他的将军托勒密的无情。它表明了埃及这个国家对亚历山大的人生和自我形象的中心意义。
(200)



托勒密及其继承者们，一直到恺撒和安东尼的克娄巴特拉，极大地利用了埃及宗教，既是为了赢得其埃及臣民的尊敬和喜爱，也是为了赋予自己文化权力，以便与从亚历山大帝国的碎片中兴起的其他国家交往。
(201)

 但是，这不足以解释埃及宗教在这一时期的巨大拓展，它被称为“东方宗教对西方的征服”。
(202)



例如，埃及的母神伊希斯自从公元前5世纪起就在雅典得到崇拜，不仅埃及居民崇拜，土著雅典人也崇拜。
(203)

 到公元前2世纪，雅典卫城附近有一座伊希斯神庙，雅典官方鼓励它的属地进行埃及崇拜。
(204)

 甚至在尤其崇奉阿波罗的得洛斯岛（Delos），对伊希斯和阿努比斯的崇拜也成为官方的，而这与当时失去了对这个岛控制的托勒密王国根本没有关系。
(205)

 的确，到公元2世纪，帕萨尼亚斯虽然没有提到别的东方崇拜，但记载称埃及神庙或圣祠分布于雅典、科林斯、底比斯以及阿尔戈斯地区、麦西尼亚、亚加亚和福基斯（Phokis）的许多地方。
(206)



应该强调的是，希腊只是经历了遍及整个罗马帝国的浪潮的一部分。
(207)

 例如，在庞培古城发现的最重要的圣祠来自公元79年，当时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湮没了它们，它们是“埃及的”。提比略（Tiberius）已经把埃及和犹太宗教从罗马放逐了。但是，崇拜很快恢复了，后来的皇帝，尤其是图密善（Domitian）和哈德良（Hadrian），热烈地崇奉着埃及神灵。
(208)

 后者甚至试图将他的亲信安提诺乌斯（Antinoos）变成一位埃及的神，他在罗马东部蒂沃利（Tivoli）的异乎寻常的乐园从许多方面最好被视为他为他神圣的情人建造的埃及丧葬综合体。
(209)

 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塞普蒂穆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卡拉卡拉（Caracalla）、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其他皇帝都参观了埃及，所有的记述都强调他们对埃及宗教和文化是如何地尊敬。
(210)

 无论他们的个人情感如何，这样的态度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为埃及宗教在整个帝国扮演着中心角色。

这样的热情激起了强烈反对。现代荷兰学者斯梅利克（Smelik）和赫梅尔赖克（Hemelrijk）勇敢地凑集希腊对埃及文化抱有敌意的例子，当说到罗马时他们要轻松得多。埃及武器的弱点在于崇拜动物。例如，西塞罗发现这一点很奇怪，虽然“在埃及那一最不堕落的民族中，它保留了许多个世代的事件的书面记录”
(211)

 。后来的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Juvenal）和卢奇安（Lucian）对动物崇拜和对埃及从整体上的攻击不加克制。
(212)



多数作家相信这一崇拜是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普鲁塔克在《论伊希斯与奥西里斯》中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甚至雅利安模式下的学者也承认这部作品是关于埃及宗教唯一最重要的文献；而且，随着埃及学的进展，它的阐释日益得到证实。
(213)



普鲁塔克详细地说明了在有教养的希腊人中间通行的埃及宗教的总体形象，至少自从公元前4世纪起。他认为，动物崇拜和埃及宗教的明显迷信只是为大众准备的寓言表面：祭司和/或那些入门的人知道，实际上动物崇拜和荒诞的神话隐藏了深刻的抽象和对宇宙的深刻理解。在《论伊希斯与奥西里斯》中，埃及的宗教哲学主要关心的不是“生成”（becoming）及其生长和衰朽的转瞬即逝的物质世界，而是“存在”（being）的不朽王国，这尤其表现在数字、几何学和天文学中。

当然，所有这些和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俄耳甫斯教派的观点惊人地相似，不仅在内容上，而且经常在用来描写的语言形式上。因此，19和20世纪的学者将普鲁塔克的作品视为所谓希腊解说的首要例子，以下很好地描述了希腊解说：

希腊观察者通常不具备从内部理解埃及宗教的条件；起初的障碍是他不懂埃及语。有时，一个等同或一种解释是以对埃及现象的误解为基础的，或者通过希腊平行事物进行修正为基础的。每一次偏离，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造成对真正图景的远离。
(214)



一位重要的现代学者用了一整本书来讨论这一希腊对埃及的“幻景”。
(215)

 这一德意志解说（interpretatio Germanica）或者格言——即埃及宗教和哲学必然是粗疏的和肤浅的——在如此睿智的人如欧多克索斯那里遇到了困难，根据所有记载，欧多克索斯和祭司一起生活，学习了埃及语，显然对埃及文化表现出高度尊敬和热情。但是，现代规划的基本缺点是它缺乏自省意识，以及比古人“知道得多”（Besserwissen）的实证主义感觉。甚至受人钟爱的希腊人也是这样，他们的文化在每一方面都是高等的，除了他们的古代史写作和对希腊与其他文化关系的理解之外。

对于普鲁塔克的同时代人和后来古代模式内部的思想家来说，普鲁塔克对埃及宗教和哲学的描绘与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描述之间的惊人相似根本不是困难。每个人都知道，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俄耳甫斯的观点都来自埃及，以上相似只不过是这一事实的结果。而且，普鲁塔克还坚称，埃及和希腊宗教之间有着更基本的联系。《论伊希斯与奥西里斯》被题献给Klea，他向Klea写道：

奥西里斯与狄奥尼索斯是同一的，谁比您更适合知道这一点，Klea？因为您是德尔斐的受神灵启示的姑娘们［狄奥尼索斯的信奉者］的首领，您的父母还将您在奥西里斯的神圣仪式中圣化。

他接着给出了埃及崇拜和德尔斐崇拜之间相似的细节。
(216)

 在这部作品中，普鲁塔克将狄奥尼索斯与奥西里斯等同起来一共有三次。
(217)

 虽然他在伊希斯与得墨忒耳等同的问题上不那么明确，但没有疑问的是，他对此同样确定。例如，他对伊希斯在毕布勒（Byblos）经历的困难的描写与《献给得墨忒耳的荷马式赞美诗》在埃琉西斯的描绘有许多平行的细节。雅利安模式下的学者经常把这一点作为普鲁塔克的希腊解说的明显例证。
(218)



在这个例子中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将论证，埃琉西斯的神秘崇拜——赞美诗显然与它相联系——大概来源于埃及，就像古人相信的那样。
(219)

 即便不是，我们有考古学证据表明到公元前9世纪时——这就是说，在赞美诗的惯常日期之前——伊希斯在埃琉西斯与得墨忒耳是同一的。
(220)

 无论如何，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普鲁塔克将两者视为同一神灵的表现形式。总之，清楚的是，普鲁塔克既相信希腊哲学有许多是从埃及引入的，又相信埃及宗教和希腊宗教之间的基本同一性。他进一步坚称埃及宗教要更纯洁，更古老。

这一埃及宗教的观点在公元2世纪的两部重要“小说”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即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os）的《埃塞俄比亚传奇》（Aithiopika
 ）和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变形记》或《金驴记》。前者是道德上催人向上的浪漫故事，有美丽贞洁的埃塞俄比亚——但不是黑人——女主角，作者表达了对埃塞俄比亚人及其天衣派信徒（裸体的哲学家或导师）的极大崇拜，但《埃塞俄比亚传奇》的重点是埃及及其宗教的道德高等性。它还强调希腊祭司对埃及宗教的强烈兴趣，他们把它视为通向他们自己崇拜的关键。当谈到德尔斐的祭司们向来访的埃及人连珠炮似的提出许多问题时，作者写道：

总之，他们对埃及的有趣特征一点都没有忘记，因为这个世界上希腊人最喜欢听说的国家就是埃及。
(221)



与此相对照，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是讽刺作品，但它严肃的内核是埃及的宗教仪式以及伪装和变形的女主人伊希斯和她背后的奥西里斯/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在故事的高潮，女神向主人公宣布：

这样，最早的种族弗里吉亚人称我为众神之母，在珀西农泰（Pessinuntia）瞻仰我。这样，发源于他们自己土壤的雅典人称我为凯克洛普斯的密涅瓦（Cecropeian Minerva），在大海上颠簸的塞浦路斯人称我为帕福斯的维纳斯（Paphian Venus），弓箭手克里特人称我为狄安娜（Diana），迪蒂娜（Dictynna），说三种语言的西西里人称我为普罗塞耳皮娜（Proserpine）；对埃琉西斯人来说我是古代女神刻瑞斯（Ceres），对其他人来说我是朱诺（Juno），对别的人来说我是贝娄娜（Bellona）和赫卡忒（Hecate）和拉姆努吉雅（Rhamnusia）。但是埃塞俄比亚人，太阳神每一天出生时的第一缕光线照亮了他们，还有非洲人和埃及人，他们因为有原初的信条而出类拔萃，他们用我独具特征的仪式崇奉我，赋予了我真正的名字伊希斯女王。
(222)

 、
(223)



认为埃及宗教和仪式是原初的、“真正的”形式使得希腊和其他地方形式显得多余，这解释了为什么对后者有大量背离。正如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扬布利科斯（Iamblichos）在公元4世纪异教时代结束时写道：

不妨这样想：由于埃及人在人类中首先被分配分享神灵，所以神灵被唤起时，很享受埃及仪式。
(224)



这一章的重复和大量引文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反复强调一个图景在古代的通常性，但它在现代古典研究中很不寻常。这一方法的不熟悉突出了以下事实，即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无法广泛征引，以强化他们的观点。我在这一章的所有观点就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这是我们拥有充足的知识的唯一阶段——古代希腊人虽然为自己和他们新近的成就而骄傲，但没有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科学、哲学或宗教是原创的。它们通过早期的殖民和希腊人后来在国外的学习，源自东方，尤其是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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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érard（1951，p．129）and Lochner-Hüttenbach，p．142.关于非利士人的克里特来源，参见附录。


(18)
  W．F．Albright（1950，p．171）；关于字母表的早期传播，参见Bernal（1987a）。


(19)
  关于文字对口头语言的影响，参见Lehmann（1973，pp．178，226）和Polomé（1981，pp．881-5）。


(20)
  参见附录。


(21)
  frg．16，The Great Eoiai
 （White，p．264）.


(22)
  Strabo，V．2．4.


(23)
  Akousilaos，frg．11，转引自Ridgeway（1901，I，p．90）。但在另一个地方，他将意义局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像公元前4世纪时的埃福罗斯一样。参见Apollodoros，II．1．1。关于埃斯库罗斯，参见他的《乞援人》，251-60。


(24)
  Herodotos，I．58 and II．50.


(25)
  Herodotos，II．50-5；IV．145；VII．94.关于他对佩拉斯吉人观点的其他概论，参见Abel（1966，pp．34-44）和A．B．Lloyd（1976，pp．232-4）。关于早期雅典人作为“佩拉斯吉人和野蛮人”，参见Meyer （1892，vol．1，p．6）。


(26)
  M．Pallotino（1978，pp．72-3）.


(27)
  Thucydides，I．3．2.


(28)
  Herodotos，II．50-5和Diodoros，III．61．1。


(29)
  Herodotos，VIII．44.关于凯克洛普斯作为埃及人，参见第二卷。关于埃瑞克透斯是埃及人的观点，参见Diodoros，I．29．1和评注者Aristeides，XIII．95，转引自Burton（1972，p．124）。压倒性的观点是他是土著人。


(30)
  Euripides，Archelaos，（lost）fragment，quoted in Strabo，V．2．4.


(31)
  The Suppliants
 ，911-14.


(32)
  Strabo，V．2．4 and IX．2．3.


(33)
  Pausanias，I．28．3；III．20．5；IV．36．1；VIII．1．4-5 and 2．1.


(34)
  Asios ho Samios，应转写为Asius of Samos。——编者注


(35)
  Pausanias，VIII．1．4.


(36)
  Niebuhr（1847a，vol．1，p．28）.


(37)
  Meyer（1928，vol．2，Pt．1，p．237 n.）.


(38)
  关于现代观点的概观，参见Abel（1966，pp．1-6）。


(39)
  参见第七章，注59
 。


(40)
  Thucydides，I．3．2.


(41)
  Ridgeway（1901，vol．1，pp．280-92）；Grumach（1968/9，pp．73-103，400-30）；Hood（1967，pp．109-34）.


(42)
  Herodotos，I．58.


(43)
  Grote（1846-56，vol．2，p．350，etc.）；Gobineau（1983，vol．1，p．663）；Wilamowitz-Moellendorff（1931，vol．1，pp．60-3）.


(44)
  V．Bérard（1894）；ch．9，n．33.


(45)
  见下文和第二卷。


(46)
  Sandars（1978，p．185）；Snodgrass（1971，pp．180-6）；Wardle（1973）.


(47)
  参见附录。


(48)
  Herodotos，I．58．Abel（1966，p．13）指出，这一信息由小品词gar（因为）引出的事实表明希罗多德说的是流行的看法，而非他自己的发现。


(49)
  Herodotos，VII．94-5，trans．p．473.


(50)
  Chantraine（1968-75，vol．1，p．475b）；T．Braun（1982，pp．1-4）.


(51)
  希腊语的第二十个字母需要一个词首的“呼气”，即h。因此，不可能有*Yantes的形式。埃及词源的进一步确认似乎来自称呼原始民族的另一个希腊名字，Paiōn，这个词也尤其和阿提卡相联系。学者们一般同意它与Iōn或Iaōn同源，但他们无法理解二者联系的所谓“古希腊之前的”机制；参见Cromey （1978，p．63）的参考文献。来源词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埃及语pзiwn（野蛮人）。


(52)
  关于克苏托斯，参见Herodotos，VII．94；VIII．44和Pausanias，VII．1．2。关于波塞冬作为爱奥尼亚人的保护神，参见Farnell（1895—1909，vol．4，pp．10-11，33-4，etc.）。克苏托斯和Zethos（这大概也是Seth的异体形式）词首咝音的不确定性或许来自与迦南语Ṣid（海洋与狩猎之神）和闪米特语词根√ṣwd（狩猎）的混淆；狩猎这一活动对Seth和Poseidon都具有中心重要性，后者的名字有时写作Poṯeido/an。参见第三卷。


(53)
  Gomme（1913）.关于对他持续性影响的描述，参见Muhly（1970，尤其p．40）和R．Edwards （1979，p．65，n．63）。


(54)
  参见R．Edwards（1979，p．77，n．70）。


(55)
  K．O．Müller（1820-4，vol．1，pp．113-21）.


(56)
  R．Edwards（1979，p．77，n．70）；Chantraine（1968-75，vol．1，p．21）.首次发现于埃卜拉语adana中的西闪米特语词根似乎来自埃及语ỉdn(w)（副手，总督）。


(57)
  Merkelbach and West（fr．141 and 143）.


(58)
  《女性目录》，残篇16，引用于Strabo，VIII．6．8中的条目和残篇17。关于《达纳伊斯》的残篇，参见Kinkel（1877，fr．1）和R．Edwards（1979，p．75）。


(59)
  Parian Marble，I．11．44-5 and Herodotos，IV．53.关于评估的一个古代概观，参见Tatian，I．31。关于对两位诗人的古代日期的研究，参见Jacoby（1904，pp．152-8）。


(60)
  Forrest（1982，p．286）.关于赫西俄德及其日期的现代文献的良好概论和参考书目，参见G．P．Edwards（1971，pp．1-10，200-28）。关于荷马更多的论述，参见下文第六章，注3
 。关于传播的较近日期的讨论，参见第九章，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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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1)
  关于所有这些日期及其政治内涵，参见Bernal（1987a；1988）。


(62)
  关于这一广泛流传的论点，参见Finley（1978，pp．32-3）。对腓尼基人的指称使得一些学者声称《奥德赛》的写作时间比《伊利亚特》要晚得多（Nilsson，1932，pp．130-7；Muhly，1970）。Muhly （p．20，n．6）指出这一理论在古代时就已经提出了（Longinus，De Sublimitate
 IX．13）。


(63)
  Albright（1950，pp．173-6；1975，pp．516-26）；Cross（1974，pp．490-3；1979，pp．103-4；1980，pp．15-17）；Sznycer（1979，pp．89-93）；Naveh（1982，pp．40-1）；Helm（1980，pp．95-6，126）.


(64)
  Finley（1978，p．33）.


(65)
  参见第三卷。


(66)
  Finley（1978，p．33）.


(67)
  Forrest（1982，pp．286-7）.


(68)
  Walcot（1966，p．16）接受这一可能性。


(69)
  Walcot（1966，pp．27-53）.应该指出，虽然宙斯在希腊从来没有与Marduk混淆过，但他经常被与阿蒙神等同起来。因此，有可能有关他的神谱来自公元前两千纪的埃及。关于沃尔卡特贬低埃及和腓尼基的重要性，参见第十章，注33
 。


(70)
  Works and Days
 ，p．589.没有理由怀疑Biblinos意为来自Bi/yblos。


(71)
  认为《乞援人》属于一部三联剧的观点首先由A．W.施莱格尔于1811年提出。参见Garvie（1969，p．163）。关于它的主题，参见Apollodoros，II．1．3和III．1．1，Nonnos（Dionysiaka
 ，II．679-98，III．266-319），以及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女人》的评注者。R．Edwards（1979，pp．27-8）简洁地总结了所有这些。又参见Garvie（1969，p．163）。关于对阿密摩涅故事的指称，参见Frazer（1921，vol．1，p．138，n．2）。


(72)
  F．R．Earp（1953，p．119），Garvie（1969，p．29）引用了它。


(73)
  Garvie（1969，pp．1-28）.


(74)
  Garvie（1969，pp．29-140）.


(75)
  The Suppliants
 ，I．154.关于此的讨论，参见Johansen and Whittle（1980，vol．2，p．128）。


(76)
  Hekabe 886的评注者。参见Pauly-Wissowa
 中的文章，IV，2，2094-8。关于它的歧义，参见Garvie（1969，p．164，note 3）。


(77)
  The Suppliants
 ，IS．911-14，trans．Weir Smyth，pp．89-91.


(78)
  Diodoros，I．24．8.他的调查对象显然将伊俄与伊希斯等同起来。


(79)
  46．20．Astour（1967a，pp．86-7，388）.


(80)
  Johansen and Whittle（1980，vol．2，p．171）.


(81)
  lines．155-8，228-34，822-4．Johansen and Whittle（1980，vol．2，p．184）.


(82)
  参见Ahl（1985，esp．pp．17-63）。


(83)
  Garvie（1969，pp．71-2）．Herodotos，IV．199，写道，bounos（小山）一词来自现在利比亚境内的Cyrene，这个词虽然在现代希腊语中是山的标准术语，但在古典语言中比较少见。参见Garvie（p．71），Johansen and Whittle（1980，vol．2，pp．105-6）。在我看来，可以合法地将它与埃及语词根√bn联系起来，至少在双关语的意义上，这个词根出现于wbn（像太阳一样升起）和bnbn（尖顶或山峰）或者（原始的小山）。参见A．B．Lloyd（1976，pp．318-19）。


(84)
  Garvie（1969，p．72）.


(85)
  J．Bérard（1952，p．35）.


(86)
  Astour（1967a，p．94）．Johansen and Whittle（1980，vol．2，p．45）没有给出来源地引用了J．R．Harris对这一元音的音量的反对意见，这一意见很无力，因为在转移中造成的扭曲和推定的借用两个因素。Johansen与Whittle自己指出“埃斯库罗斯式的追溯词源不顾及音量”（p．105）。但是，Harris的主要控告是在完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做出的，即Epaphos和Aphophis之间的联系“没有道理”。


(87)
  《伊利亚特》，1．270；3．49和《奥德赛》，7．25；16．18，转引自Johansen与Whittle（1980，vol．2，p．105）。


(88)
  关于古代知识，参见例如Fréret（1784，p．37）。关于现代知识，参见Sheppard（1911，p．226）。


(89)
  Vercoutter（1975，cols 338-50）.


(90)
  Van Voss（1980，cols 52-3）.


(91)
  The Suppliants
 ，260-70（trans．Weir Smyth，1922，vol．1，p．27）.


(92)
  Van Voss（1980，cols 52-3）；Budge（1904，vol．1，p．198）.


(93)
  Castor，转引自Eusebius，1866，p．177。关于尤西比厄斯文本的复杂性，参见A．A．Mosshammer（1979，pp．29-112），又参见Fréret（1784，p．20）。关于阿尔戈斯这一名字的许多不同意义，见本章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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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4)
  《民数记》13：22-33；《申命记》1：28，2：10-21，9：2；《约书亚记》11：21-2，14：12-15，15：14和15：13-14；《士师记》1：20.关于非利士人，参见附录。Gobineau（1983，vol．1，p．663）认为Inachos和anax来自闪米特语＜
 ǎnåq。


(95)
  《民数记》13：22指出，希伯仑（Hebron）——这大概是Qiriat＞
 Arba后来的名字——被建造比琐安（Zoan）早七年，琐安看来是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里斯，它创建于公元前17世纪或更早。


(96)
  Fréret（1784，p．37）.源自√＜
 nq（“项链”，或者可能是“脖子”）的词源大概是民间词源。


(97)
  借词的语音细节将在第二卷中展开。


(98)
  Apollodoros，II．1,4.异体形式见Frazer（1921，vol．1，pp．134-5）。“生命”之水或者“活的”或流动的水的概念当然来自自然。后来的希腊思想称之为[image: ]
 ，它在犹太和基督教传统中表现得更明显。例如，希伯来语中有[image: ]
 （《利未记》14：5，6等）。又参见Daniélou（1964，pp．42-57）。关于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伊俄与她的父亲Inachos（河水）、flumen以及她的劫持者宙斯的fulmen（雷）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拉丁复杂化，参见Ahl（1985，pp．144-6）。


(99)
  参见Astour（1967a，p．86）。


(100)
  Johansen and Whittle（1980，vol．2，p．65）.


(101)
  我接受T．T．Duke的观点（1965，p．133）。


(102)
  Ahl（1985，pp．151-4）.关于把伊希斯和月亮等同起来的埃及和希腊根源，参见Hani（1976，p．220）。


(103)
  雅典娜的埃及渊源，像利比亚的丈夫波塞冬的渊源一样，在绪言中有所讨论，第二卷中将进一步详细地讨论。


(104)
  Meyer（1892，vol．1，p．81），转引自Astour（1967a，p．80）。迈尔声称，Bēlos的元音化表明这个名字不可能来自迦南语ba＜
 al，而是来自阿拉姆语bee
 ＜ēl；因此它比较晚。但是，在希腊语中，同样有可能从*Bālos变化为Bēlos。


(105)
  埃及—闪米特词根和词语phoinix的巨大复杂性将在第二卷中讨论。


(106)
  Astour（1967a，p．81）.


(107)
  在日期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的两个平行文本中——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城市埃卜拉，另一个来自美索不达米亚遗址Abu Salabikh——人们在似乎位于西部地区的相应地方发现了两个名字，Am-ni和DA-neki
 （G．Pettinato，1978，p．69，No．186）。

作者向我建议道（私人交流，1983年3月），前者可能与克里特城市Amnisos相关，这个名字现在在B类线形文字和公元前两千纪的埃及语中都被证实使用过。既然如此——或者即便Am-ni不过是标示“西方”的类别术语，埃及语中“西方”是＞
 imn——Da-ne的土地有可能是指克里特。


(108)
  参见Helck（1979，pp．31-5）；Gardiner（1947，vol．1，pp．124-6）。更多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第二卷。


(109)
  Astour（1967a，pp．1-80）.


(110)
  关于此点的文献概观和一些重要的新论点，参见Gordon（1962b，p．21）；Yadin（1968）；Arbeitman and Rendsburg（1981）。


(111)
  Gardiner（1947，vol．1，p．126）；Morenz（1969，p．49）.通过常见的死亡的委婉语，词根ṯnỉ（变老）大概是希腊语词根√θv的来源，这个希腊语词根出现于thanatos和其他地方，意为“死亡”，但有变老的含义。关于埃及对老年和死亡的混淆，参见Hornung（1983，pp．151-3）。


(112)
  关于对这一传说的怀疑，参见绪言。


(113)
  Johansen and Whittle（1980，vol．2，p．5）.


(114)
  Farnell（1895，vol．1，pp．72-4）；A．B．Cook（1925，vol．2，pt．2，pp．1093-8）.


(115)
  另一部为欧里庇得斯所作。


(116)
  《腓尼基妇女》，202-49。关于其他剧作，参见The Bakchai
 ，170-2，1025和Phrixos
 ，fr．819 and 820。


(117)
  总体的概观见R．Edwards（1979，pp．45-7）。


(118)
  Herodotos，II．182（trans．p．201）.


(119)
  Herodotos，IV．147（trans．p．319）.


(120)
  Herodotos，II．171（trans．p．197）.


(121)
  Herodotos，V．58（trans．p．361）.


(122)
  Herodotos，II．49-52（trans．p．149-51）.关于最近为所有这些辩解的详细尝试，参见Froidefond （1971，pp．145-69）；A．B．Lloyd（1976，vol．2，pp．224-6）。


(123)
  Herodotos，II．55-8.


(124)
  Plutarch，De Malig
 .关于过去15年中一些现代学者开始严肃地对待希罗多德，参见A．B．Lloyd （1976）。


(125)
  Herodotos，II．49（trans．p．149）.


(126)
  Thucydides，I．8.


(127)
  Herodotos，VI．53-4.


(128)
  Thucydides，I．3．2.


(129)
  参见例如Snodgrass（1971，p．19）。


(130)
  Thucydides，I．3．2；关于对此的讨论，参见Strabo，VIII．6．6。套语καθ’Έλλάδακαíμέσον’Άργος“
 通过古希腊和阿尔戈斯中部”在《奥德赛》中经常被用来修饰希腊，见I．343-4；IV．726，816；XV．80。


(131)
  Thucydides，I．1.


(132)
  Panegyrikos，50（trans．Norlin，p．149）.关于这一演说的背景，参见Bury（1900，pp．540-1，568-9）。又参见Snowden（1970，p．170），该作者欢迎这篇演说，认为它表明希腊没有种族主义。


(133)
  Diogenes Laertius，VIII．86-9；de Santillana（1963，pp．813-15）.


(134)
  Helen
 ，X．68（trans．p．226）.


(135)
  Bousiris
 ，30.怀着对Smelik and Hemelrijk（1984，p．1877）的敬意，我要指出，他们显然公开表露了反埃及的立场。


(136)
  Bousiris
 ，16-23.


(137)
  Bousiris
 ，28.


(138)
  参见Cicero，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V．3．9；sophia一词源自埃及语sbз（教导，学识）将在第二卷中讨论。


(139)
  Bury（1900，p．541）；Gardiner（1961，p．374）；Strauss（forthcoming，ch.6）．Salamis的名字是指塞浦路斯和雅典西部的Salamis的隐蔽的港口，它显然来自闪米特语salam（和平），后者今天出现于阿拉伯语地名Dar es Salam（和平港）中。雅典结果成为联盟中虚弱不牢靠的一方。


(140)
  Wilamowitz-Moellendorff（1919，vol．1，pp．243-4；vol．2，p．116，n．3）.


(141)
  Plutarch，de Iside
 ，10；Lykourgos
 ，4；Froidefond（1971，pp．243-6）.在注77中，他承认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时的斯特拉博也提及来库古受惠于埃及。


(142)
  参见第二卷。


(143)
  Bousiris
 ，18（trans．p．113）.


(144)
  Froidefond（1971，p．247）.


(145)
  Herodotos，II．81.后来的确认参见Diogenes Laertius，VIII．2-3。企图否定的尝试参见Delatte （1922，p．152 and els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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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1983，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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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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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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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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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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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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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3.


(220)
  Snodgrass（1971，pp．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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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埃及智慧与希腊传播

这一章讨论古代埃及在它的高级文明衰落以后的余存。首先，我们在基督教内部和基督教之外发现埃及宗教的余存，例如异教教派诺斯替教和公然异教的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传统。但比这些直接延续更为广泛存在的是受过教育的精英普遍崇拜古代埃及。虽然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基督教和《圣经》传统比埃及更重要，但埃及明显被视为所有“异教”或世俗智慧的源泉。因此，1600年以前没有人严肃地质疑过希腊文明和哲学源自埃及的信念，也没有人质疑过它们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埃及对希腊的殖民以及后来希腊人在埃及的学习。


 希帕蒂亚被杀害

公元390年，亚历山大城的塞拉皮斯（Serapis）神庙和邻近的大图书馆遭到基督教暴徒的破坏；25年后，在同一座城市，一群修道士在圣西里尔（St Cyril）的教唆下，残忍可怖地杀害了聪慧美丽的女哲学家和数学家希帕蒂亚。这两次暴力事件标志着埃及—异教时代的结束和基督教黑暗时代的来临。
(1)



不令人惊奇的是，在雅利安模式内部运作的学者更愿意忽略基督教因素，而把这些事件看作与希腊理性主义相对的埃及东方狂热主义复苏的标志。
(2)

 但是，如果人们不顾及欧洲人不可能狂热这一可笑内涵的话，这两个解释——狂热的暴徒既是基督徒，又是埃及人——并不互相排斥。到公元4世纪时，埃及是罗马帝国中非常激进的——如果不是最激进的话——基督教省份。


 埃及—异教宗教的崩溃

到底发生了什么？公元130年到230年间，埃及宗教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为何异教的中心地带比其余所有罗马省份更早、更积极地皈依了基督教？这个问题与更大的问题相联系：为什么整个异教世界皈依了基督教？对于基督教历史学家来说，这一事件不成问题：当埃及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看到“真正宗教”的光芒时，他们很自然地离弃了偶像崇拜的异教。但对于没有这一优先假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现象不大好解释。

在一个更广泛的层次上，可以论证，随着希腊和罗马帝国中无法无天的肆虐，传统的地方结构崩溃了，有一个趋向一神教的自然趋势，一神教是地上世界帝国在上天的反映。这首先表现在，公元前300年以后整个地中海区域犹太教的大力扩张，主要通过改宗的方式实现。的确，到公元1世纪中期时犹太人占了罗马帝国人口的5％到10％。
(3)

 但在116—117年，住在巴勒斯坦之外的早期犹太籍基督徒，即流散犹太人举行了大叛乱，规模比66—70年和132—135年发生在朱迪亚的更为著名的狂热派人（Zealots）和巴尔·库克巴（Bar Kokhba）叛乱要大得多。

流散犹太人叛乱后，在塞浦路斯、昔兰尼（Cyrene），首要的在亚历山大城发生了种族灭绝式的压迫，完全摧毁了希腊化犹太人的光辉文化。
(4)

 甚至在此之前，虽然犹太人在埃及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但犹太教外国味太浓，不能吸收埃及文化。与19世纪和20世纪殖民帝国中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或者后来东欧的犹太人一样，在埃及的犹太人是希腊统治者和埃及人民之间的中间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统治者在本土人和外来中产阶级（allogenes）之间保持张力是很合适的。因此，在2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及以后，消灭犹太人意味着基督教——它无论如何更松散地与一个特定民族相联系——作为一个改宗宗教没有严肃的竞争对手。

认为埃及宗教与法老国家和埃及民族一起崩溃大概是可信的。这一论点有些说服力，但也有一些问题。自从公元前700年以来，多数时间埃及被外国人统治着；其中一些，例如埃塞俄比亚人和托勒密王朝的希腊人，在埃及统治着他们整个的帝国，但波斯人像罗马人一样，把埃及视为一个非常特别的省份。多数统治者认为，和埃及宗教保持良好关系对他们控制整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的确，波斯人有时迫害埃及宗教，但从整体上说他们也与它合作。
(5)

 他们的马其顿继任者非常正面的态度在第一章里有描述：埃及宗教在此整个时期繁荣扩展，在公元2世纪前半期达到鼎盛。这一历史模式使得它其后的崩溃显得更为惊人。因为，如果外国迫害是关键因素的话，崩溃更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波斯人统治时，而不是公元2世纪时，当时埃及宗教正享受着罗马皇家的支持。

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正像在中国的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一方面以所在国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强烈地意识到被本土文明同化的危险。他们决心保持自己的文化，通过希腊人来统治。克娄巴特拉七世（KleopatraⅦ），安东尼和恺撒的王后，是托勒密王朝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学习埃及语的。因此，虽然埃及祭司客观上与新的外国统治者合作，就像他们早先与别的外国统治者合作那样，但他们个体试图保持漠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代表着埃及的“民族主义”。但到公元2世纪，希腊统治400年后，罗马统治者以及马其顿和埃及上层阶级，包括祭司阶层，已经处于共同的希腊文明中，与埃及宗教融为一体。罗马皇帝们对埃及宗教及其“国际化”的热情削弱了祭司们作为埃及捍卫者的立场。

毫无疑问，到公元3世纪和4世纪时，对旧宗教的敌意有一个明确的阶级基础；像其他地方一样，基督徒起先代表穷人，然后代表中产阶级，与富人相对。因此，尽管祭司的素朴生活方式得到广泛宣传，神庙的巨大财富以及祭司阶层对穷人的剥削有可能引发了憎恨。
(6)

 因此在2世纪后，虽然基督教来自巴勒斯坦，并有意识地国际化，但它开始代表贫穷的和中产阶级的埃及人，与世界性的希腊化的上层阶级及其埃及异教宗教相敌对。


 基督教、星星和鱼

几乎没有疑问的是，这些社会和民族因素对有组织的埃及宗教的破坏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们是成长缓慢、长期的张力或缺陷，而非紧急的问题，2世纪时有两个新的特征。首先，正像流行的看法正确认为的那样，有基督教可供选择，它是普遍的一神教，犹太教从来不会这样，它还有超常的组织热情和能力。其次，人们普遍相信，旧世界结束了，新世界将要来临。

弥赛亚主义或千禧年主义是相信弥赛亚和圣人们“阔步来临”时，一个新的秩序或者和谐、公正的新千年即将到来。这通常是对各种不幸的反应，但尤其是对外国人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文化压制的反应。的确，某种外来力量将攻击并推翻现在的非法统治者，结果“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7)

 这一概念是犹太教的基本信念，至少自从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俘获后就是如此。但很清楚，这一情感在大约公元前50年以后更加强烈了，并于此后200年间居于显著地位；而且，天启的感觉不仅犹太人有。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变化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危机。罗马人在联合地中海的事业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罗马军阀之间进行了残酷的内战；最后，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Augustus）建立了罗马帝国，这通常被描绘为一个新时代。

对于犹太人来说，还有一个因素，罗马人的政策先是和他们结成友谊同盟，以抵御他们共同的敌人，统治着西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希腊塞琉西王朝（Seleukids）；后来变成中立，以保持权力平衡；再后来变为敌意，一旦希腊化王国被推翻，整个帝国成为罗马—希腊国际共管的领土。弥赛亚主义很长时间以来对犹太传统具有核心意义。《圣经》里的第一个弥赛亚是居鲁士大帝（Cyrus），他是波斯国王，释放了流放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至少是那些想离开的犹太人。
(8)

 犹太弥赛亚主义保持了希望，认为救赎会来自东方，尤其是来自安息人，波斯的新统治者，他们也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人口中有许多犹太人，和犹太人一样，他们也针对塞琉西王朝进行了独立战争。另外，几乎没有疑问的是，115年和116年的起义——其参与者显然用弥赛亚的概念来看待这些起义——与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那些年对安息的重要攻击有关联。
(9)



但我应该重复一下，公元前50年到公元150年的弥赛亚主义，以及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的概念不仅限于犹太人，上面提到的罗马政治变化也不能完全解释它们。另一个因素是从白羊宫时代到双鱼宫时代的占星学变化。我们这里不讨论何时何人发现了岁差，没有疑义的是，到公元前50年时岁差已广为人知。
(10)

 在这一情景中，重要的是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150年的阶段内，春分会从白羊宫转移到双鱼宫。
(11)



只有在这一系列相关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占星学变化中，人们才能够理解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第四《牧歌》。这首诗作于公元前40年，将近开头写道：

伟大的世纪的运行又要重新开始……从高高的天上新的一代已经降临，在他生时，黑铁时代就已经终停，在整个世界又出现了黄金的新人。圣洁的露吉娜（Lucina），你的阿波罗今已为主。
(12)



维吉尔接着问候了孩子的父亲波利奥（Pollio），他现在已成为执政官，带来了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历史将重复自己，会有新的特洛伊战争和别的重大历史事件。
(13)

 这似乎是基督将要降临的预示，现代人对此感到不安，多数古典学家使用他们的一元论方法声称，这些只是一个朋友孩子出生的诗学比喻手法。但更为可信的解释是，诗人，作为一名诗人，利用了数层不同层次的意义：波利奥孩子的出生；在他和波利奥的恩主奥古斯都的庇佑下一个和平时代开始了。诗歌用语还标示着一个新的年轻的神明的来临。当然，诗中还指宇宙或星相的时代变化，这只能是指双鱼宫的新时代。

星星常常与伟大的弥赛亚领导者相联系，从公元前6世纪创建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到公元8世纪中国的反叛领袖安禄山都是如此。
(14)

 尤为惊人的是，我们注意到星星是多么经常地与公元前50年到公元150年的危机阶段的主要领袖相联系：从被认为代表裘力斯·恺撒魂灵的彗星到伯利恒的星星，到与哈德良的新神灵安提诺乌斯相联系的星星；而犹太反抗的最后一位弥赛亚领导人到少在其朋友们中间以巴尔·库克巴（意为“星之子”）而闻名。的确，年老的拉比阿吉巴（Akiba），现代犹太教谨慎、理智的创建者，他经历了并使自己适应了公元70年的灾难性失败和耶路撒冷遭到破坏，他为巴尔·库克巴的早期成功如此激动，以至于他认为新时代来临了，他引用了《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有星要出于雅各。”
(15)



从普鲁塔克的《论伊希斯与奥西里斯》，我们知道天体运动作为星星和几何学的理想世界的标志是极端重要的，至少在晚期埃及宗教中星星和神灵之间的基本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还知道，希腊化埃及的天文学家关心岁差。在公元2世纪，岁差的影响由于一个超常的天文学巧合而成为双倍的了。
(16)

 事情是这样的：古埃及有若干种复杂的历法系统。其中最常用的两种“年”一种是一年365天的民用日历，另外一种是与天狼星升起有关的“天狼年”，天狼星的升起预示着尼罗河的洪水开始泛滥。
(17)

 由于天文年比365．25天差一点，民用年大概每四年比它快一天。二者每1460年才巧合一次，这样的巧合发生在公元139年！因此，与星星紧密联系的埃及祭司们得到双重信息，一个时代结束了。

公元130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和他的年轻情人安提诺乌斯在透特的主要崇拜地埃尔穆波利斯（Hermopolis）长时间地咨询了透特的祭司们，透特是智慧和测量之神。此后不久，安提诺乌斯被发现淹死在尼罗河中；一个重要的埃及传统认为奥西里斯是淹死的。
(18)

 整个事件的意图是个秘密，直到现在也是个秘密。但是，今天的共识认为这是主动的牺牲，以便避免某种大灾难。
(19)

 确定的是，哈德良立刻把安提诺乌斯宣称为新奥西里斯，他所倡导的崇拜的成功虽然短命，但超出了皇家庇佑的范围。

安提诺乌斯是不是新时代的新的救世主只能供大家揣测。但没有疑问的是，基督徒们用这种方式看待他们的新奥西里斯——耶稣。当然，基督有许多其他传统侧面，但此处我愿提出一种新的神圣形象——鱼。鱼在埃及或犹太宗教传统中并不引人注目。在埃及，特定的鱼与特定的神灵相联系，在埃及一些行省或地区人们崇拜某些种类的鱼，并视为禁忌。而且在晚期，传说认为鱼吃了奥西里斯的阴茎，“鱼”这个词bwt，这么写时可以意为“令人厌恶的东西”。然而，鱼并不能被认为对埃及宗教具有中心意义。
(20)



除了非利士人的主神大衮（Dagon）这一可疑个案外，鱼在《旧约》中并无宗教内涵。
(21)

 但在《新约》中，与此相对照，鱼的角色非常显著。重要的门徒是渔夫，关于鱼的形象很丰富，有两条鱼和五块面包的神迹。更惊人的是，在《约翰福音》里，基督在象征性的最后晚餐中，给予他的门徒鱼。
(22)

 这一主题，以及鱼对最后晚餐具有中心意义的概念在早期基督教图像记录中是标准的。
(23)

 在圣餐变体的意义上，基督不仅像奥西里斯一样是面包或谷物，他还是鱼，他同样经常地被描绘为两条鱼。正如德尔图良（Tertullian），杰出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在大约200年时写道：“我们这些小鱼，依照’Ιχθς
 ［即Ichthys，意为‘鱼’的希腊词］的形象，出生在水里。”
(24)



这一信仰解释了为何使用鱼的象征来表现基督和基督徒。后者经常被归因于关于[image: ]
 的离合诗谜[image: ]
 （耶稣基督，神之子，救世主）。但是，鱼的象征被证实使用比这个词的拼写要早，更有可能的是，离合诗谜是这一象征的解释，而不是反过来。有趣的是，基督教对鱼的表现首先出现于2世纪初的亚历山大城。总之，几乎没有疑问的是，尽管关于耶稣有同样强烈的公羊—羔羊白羊座象征，用一条鱼——或更具体地说，两条鱼，就像黄道宫的标志那样——来代表耶稣表明早期基督徒视自己为，也被他人视为，新的双鱼宫时代新宗教的追随者。

让我总结一下：在公元2世纪，除了长期的对埃及宗教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压力外，从白羊宫到双鱼宫的变化与天狼年和民用年周期的完成这两者令人惊异的互相重合在其天文中心制造出有力的自我毁灭的力量来。而且，埃及宗教不仅包含深刻的循环感，而且它以出生、死亡和重生为中心概念。它甚至包括一种可能性，即神灵虽然长寿，但不是必然永生的。正如霍尔农（Hornung）教授写的那样：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无神时代的可能性深深地根植于埃及人的意识中，比少数几个对这一可能性的明确指称所表明的要深得多。诸如mḏrw nṯrw“在神的王国里”的短语，意为“只要神在那里”，可以在希腊—罗马的神庙文本里找得到……否则末世论是……魔法咒语的领域。
(25)




 必须在这一上下文中，我们才能解读一个《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中的《挽歌》：

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到时候会看出埃及人用虔诚的心灵、辛勤的仪式白白地尊奉了神灵。他们所有的神圣崇拜都将没有效果。离开地球的神灵会回到天庭；他们会抛弃埃及；这块土地曾经是宗教的家园，将要被剥夺它的神灵，变得孤零零的。陌生人将充满这个国家，不仅不再会有宗教崇奉的操持，而且，更为痛苦的是，所谓法律会做出规定，所有人必须放弃虔诚侍奉或崇拜神灵的行为，否则严惩不贷……锡西厄人或印度人，或别的类似的野蛮邻居，会在埃及安顿下来。

但是，如同在许多《圣经》预言或启示中一样，真正宗教的敌人的“恶意”将会被

天主天父……和唯一神造物主毁灭……要么用洪水烈焰，要么用瘟疫疾病……然后，他会把世界带回到最初美丽的状态……世界的重生将来就是这样的：更新所有好的东西，最庄严地恢复大自然本身……
(26)



这种周期性的概念——出生，死亡，然后是重生，为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阶段埃及宗教的未来恢复者留下了通道。但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它在古代晚期和基督教早期变形了的余存。从总体上说，希腊作家归于埃及人的两样东西，即人民热烈的宗教性以及祭司们微妙的哲学和神学，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仍然持续着。而且，在教堂组织和教义的层次上，所有地方的基督教，不仅仅埃及的，都被埃及宗教深深地渗透了。


 埃及宗教的遗留：赫耳墨斯神智论、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教

除了提及耶稣与奥西里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坦木兹（Tamuz）之间惊人的相似外（后两者是被杀害、被哀悼并胜利复活的植物神灵），我不会讨论基督教中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具体遗存这一迷人话题，因为这样会偏离本书的题目太远。
(27)

 这里，我们的兴趣在于机构化埃及宗教在正统基督教边缘的遗存。

从公元150年到450年，埃及经历了一个大的政治宗教不稳定和多样性的阶段。而且，我们讨论的派别倾向于信仰神明能够通过个体或在秘传宗派中到达，为此目的有必要进行严格神秘的引导。这里，一个关键因素是关于保密的可怕誓言。这些派别还有一个倾向，对明确的作品或“出版”抱有敌意，认为真正的智慧只能由老师向门徒，以单独的方式，通过很长时期直接传授。他们相信，很难用言语来描述“不可描述的东西”，更不用说用写作来描述了，他们坚持神秘的重要性。要描述这些人，非常之困难；即便可能，让别人理解他们也是对他们思想的基本背叛——尽管如此，有必要勾勒出一些总体模式。
(28)



古代晚期对数字三很是着迷：例如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特利斯”意为三）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
(29)

 我们所讨论的派别中，即赫耳墨斯神智论者、新柏拉图主义者和诺斯替教徒中，有两种基本类型的三位一体。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属于第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有一个圣父、一个圣子，圣子是使圣父起作用的智识，还有连接圣父和圣子的第三种力量。
(30)

 第二种更常见的形式以“隐蔽的上帝”的概念为基础，隐藏在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人所崇拜的造物主后面。两个上帝被视为分隔开来或神秘地统一；隐蔽的上帝，柏拉图思想的“至善”或第一原则是纯粹的思想，与此相对的是造物主的行动。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成员最为多变——它被视为“世界的灵魂”“上帝的心灵”等等，甚至是世界或宇宙的被激活的物质——但它的关键职能是辩证的，既在三位一体的其他成员之间起中介作用，又使它们保持不同。

似非而是的是，第一位上帝隐蔽、不可描述的事实被用来证明偶像崇拜是正确的。由于人类只能理解有限的事物，而隐蔽的上帝是无限的，它只能被部分觉察到。正如2世纪时的诡辩家推罗的马克西莫斯（Maximus of Tyre）写道：

上帝……比时间、永恒和存在的所有变动还要伟大，不可能被任何立法者命名，被任何声音说出来，也不可能被任何眼睛看到。但是我们，由于不能理解他的本质，借助于声音、名字和图像的帮助，借助煅打的金子、象牙和银子，借助植物、河流、山顶和激流，渴望着认知他。

他接着用这一点来论证宗教宽容——顺便说一句，他的立意可以直接与约翰·洛克的立意联系起来：

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神圣的，让他们知道；这就是全部。如果菲迪亚斯（Pheidias）的艺术让一个希腊人想起上帝，崇拜动物让一个埃及人信仰上帝，或是河流或是火让别的人信奉上帝，我不会因为他们的不同缘由而发怒；就让他们知道吧，让他们爱吧，让他们记住吧。
(31)



赫耳墨斯神智论、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教是“双重的”哲学，为群众准备了迷信，为精英准备了真智或gnōsis。但是，gnōsis“并非首要的是理性知识……我们可以把它译为‘洞见’，因为gnōsis包含认识自我的直觉过程”
(32)

 。

通过教育和道德宗教训练，开明的少数人能够接近至善和第一因，这些东西对群众屏蔽了，他们仅仅看到了造物主。这种内省和精英主义与另一种特征有联系，正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完全没有这一特征，即对人类的实在的，至少是潜在的神性的信仰。我个人认为，这来自埃及人认为死去的法老成为奥西里斯的信仰。在晚期埃及宗教中，这一信仰“民主化”了，结果每一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奥西里斯和不朽的人，只要有虔敬之心和良好训练，并知道正确的程序。但在一个更深和更模糊的层次上，我相信这可以追溯到下面的区分，即畜牧的以色列人超验的牧羊神与农业的埃及人中泛神论和无所不在的神性的感觉这一对比。在后者中，上帝存在于一切东西中，包括人类。

人能成为上帝的概念很容易由宗教引入魔幻，在前者中崇拜者祈求帮助、引领等等，在后者中崇拜者可以命令这些东西出现。正如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所说：“神必须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们。”
(33)

 这种思维模式超越了与上帝的平等，变得对上帝有控制权，甚至到了人类创造上帝的分上。
(34)



现在回到星星。在所有这些“权力旅程”中，星星起到了核心作用。虽然有若干种不同的天文学模式，最有影响的是天文学家托勒密设计的那一种，他在公元2世纪时生活于埃及，当时正处于新旧宗教交替之际。托勒密认为，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围绕着地球，在各自的运行轨道里运转。因此，为了抵达理想的王国，人们必须超越它们。赫耳墨斯神智论和新柏拉图主义还包含灵魂先存和灵魂转生的非基督教和埃及观念。这一过程涉及超越天体运行轨道，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被出生时星星和行星的相合来塑造。
(35)



在她关于诺斯替教派值得高度赞赏的政治论述里，当代学者伊莱恩·帕格尔斯（Elaine Pagels）对该教派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是自由的捍卫者，正统教会的死板压迫和等级制度的反对者。诺斯替教派有许多老师、文本和福音书，并挑战教会威权，而正统教会被主教们把持着，仅限于得到批准的教义，只允许四部经典的福音书。但是，帕格尔斯并未充分重视下列事实，即诺斯替教徒一般比正统教徒要富有，虽然原则上人人都可以得到真智，但探索真智需要财富和闲暇。
(36)

 在这一情景下，费斯蒂吉埃（Festugière）神父——他在1930年到1980年间支配了赫耳墨斯神智论和诺斯替教研究——区分了他所谓学术赫耳墨斯神智论（hermétisme savant）和大众赫耳墨斯神智论（hermétisme populaire），用这两个名词，他对比了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的哲学以及和赫耳墨斯神智论相关的魔幻和神秘科学。但是，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占星术、炼金术和魔术都是神秘学科，只有精英才能从事它们”
(37)

 。这里，极端的例子是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希帕蒂亚，几乎没有人更地位显赫和精英主义了。另外在神学层次，诺斯替教——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和赫耳墨斯神智论——的“双重哲学”是内在不平等的。虽然正统教会有等级制度，玩弄威权和压迫，但它为所有的信奉者维持了单一信仰。

这三种学派缺乏正式的组织，以及强调内省的信仰系统所必需的个性，使得它们在机构化埃及宗教崩溃后非常适应当时的情景。但是，埃及多神教从来没有继承它的一神教所有的组织或神学统一性。而且，各种迹象表明，早在公元2世纪之前，至少一种“原始赫耳墨斯神智论”存在过。

下面总结一下上文的陈述。从埃及宗教的废墟中出现的三种思想学派是赫耳墨斯神智论、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教。赫耳墨斯神智论者是公然埃及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更为希腊化，虔敬地信奉“神圣的柏拉图”，而诺斯替教徒视自己为基督徒。当然，在三种学派之间和内部有多样性和竞争，有时是激烈的竞争。但是，它们不仅在形式上互相相像，而且其实践者彼此关联，阅读彼此的著作。
(38)




 赫耳墨斯神智论是希腊的，伊朗的，迦勒底的，还是埃及的？

几乎没有疑问的是，赫耳墨斯神智论是三者中最早出现的，并对其余两个运动的形成具有关键影响。
(39)

 另外，每个人都同意赫耳墨斯神智论包含希腊的、犹太教的、波斯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和埃及的影响。但是，因为围绕着这些影响的相对程度和深度有激烈的争论，在探讨我认为赫耳墨斯神智论主要是埃及之根的观点之前，有必要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考虑这个问题。当然，它与古代埃及思想的关系问题是高度政治化的。正如文学艺术史学家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1952年写道：“在赫耳墨斯神智论的埃及成分问题上，学术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40)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其年代。当代赫耳墨斯神智论专家A．G.布兰科（A．G．Blanco）写道：“支持［赫耳墨斯神智论］‘作品’来自埃及源头这一观点的人也倾向于把文献的日期往回推。”
(41)



这一论战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是赖岑施泰因（Reitzenstein）和费斯蒂吉埃。赖岑施泰因在20世纪之交就赫耳墨斯神智论进行了大量写作，起初认为它的灵感是埃及的。但是，随着20世纪临近和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向前发展，他改变了观点，到1927年时，他认为赫耳墨斯神智论本质上是伊朗的，因而是雅利安的。
(42)

 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最近这一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费斯蒂吉埃神父，他“几乎使用全副精力来探讨赫耳墨斯神智论的希腊影响”，反对它与埃及神秘崇拜的任何联系。
(43)



从表面上看，既然一个传统的文献在有组织的埃及宗教崩溃之前，是埃及人在埃及写就的，很可能用古埃及世俗体或科普特语写就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有相当的埃及影响。
(44)

 而且，虽然古代文献指称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和迦勒底—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在罗马时期无人质疑下述观念，即赫耳墨斯神智论本质上就是它声称的那样——埃及的。

我想强调：此事关涉重大。不仅是赫耳墨斯神智论与诺斯替教和新柏拉图主义有固有联系，而且，如同费斯蒂吉埃神父所表明的，它与柏拉图主义在整体上紧密相连。赫耳墨斯神智论、《约翰福音》的神学和圣保罗的一些书信也有很强的相似。
(45)

 这些紧密的联系得到广泛承认，这使得赫耳墨斯文本的日期和“埃及性”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如果文本比基督教早，并且主要是埃及的，那么，一般认为的基督教神学的希腊、柏拉图成分将有另外一个可能的源头。而且，将很难把普鲁塔克所谓埃及宗教的“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图景辩解为埃及狂或希腊解说造成的幻觉。如果这些文本被证明更早的话，将很难否认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概念来自埃及这一古代观点。

现代关于赫耳墨斯文本日期的多数学术成果仍然采纳了法国伟大的新教校勘学者伊萨克·卡索邦在17世纪初建立的框架。卡索邦攻击了他的时代流行的观点，即这些文本是埃及智慧的极其远古的容器。他使用16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确定拉丁文本日期的技术手段，论证说，赫耳墨斯作品与圣约翰、圣保罗之间的神学相似性以及赫耳墨斯圣歌与《诗篇》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显意味着《圣经》比赫耳墨斯文本要早。同样，与柏拉图的相似性，尤其是与柏拉图当时最为广泛阅读的作品《蒂迈欧篇》的相似性，肯定是从柏拉图借用的结果；无论如何，卡索邦指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古代作家都没有提及过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
(46)



现代学者在雅利安模式中、而非卡索邦的基督教框架中运作，他们仅仅对他的计划进行了些微修正。首先，他们毫无问题地认为新约神学来自柏拉图思想；在少一些的程度上，他们愿意承认对赫耳墨斯神智论的早期伊朗甚至印度影响。这样，雅利安模式允许学者将赫耳墨斯文本的日期提早到公元前3世纪，即柏拉图之后的任何时间。例如，正如费斯蒂吉埃所言：

这些［关于透特崇拜的］指称不允许我们做出结论，认为法老时期的埃及神庙在其档案中拥有据称是透特神写的作品集。恰恰相反，似乎自从托勒密王朝时代开始，就有了希腊的赫耳墨斯文献。
(47)



其他人甚至没有利用这一机会，他们宁愿把赫耳墨斯文本与诺斯替教和新柏拉图主义作品一起，把日期定为公元2和3世纪。

但是，许多人其实探索了更早的可能性，即赫耳墨斯传统的日期在公元前3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克罗尔（Kroll）20世纪20年代认为，据认为日期为公元2世纪的赫耳墨斯文本描述的社会其实是希腊化埃及，而非罗马埃及人社会，而且肯定当时神庙起着完全的作用。
(48)

 克罗尔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得到伟大的伊朗密特拉教和晚期异教宗教史学家弗朗斯·屈蒙（Franz Cumont）的支持，当时屈蒙编辑了新发现的占星术赫耳墨斯文本。除了支持克罗尔外，屈蒙表明，占星术文本中的天文学标示指向公元前3世纪的日期，而且他进一步声称：

第一批希腊—埃及占星家没有发明他们声称教给希腊世界的学科。他们利用了直至波斯阶段的埃及文献，这些文献本身至少部分地源于古代迦勒底文献。这一原始本源的痕迹仍然存在于我们晚得多的文本中，即运送到更近土壤的不规则大块。当我们在那里发现提及“众王之王”或者“（古波斯）总督”（satraps）时，我们不再在埃及了，我们在古代东方。……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在所有表面上，作为埃及占星术作者的祭司们一直相对忠实于古代东方传统。
(49)



屈蒙确实是波斯宗教史学家，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些北欧人来说，伊朗人的确比希腊人更“雅利安”。但这些事实并未根本削弱下述观点的可信性，即虽然不用的赫耳墨斯作品显然创作于不同时间，但其中一些不仅比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亚历山大大帝早，而且比更早五十年的柏拉图早。
(50)

 屈蒙的论点给雅利安模式带来了严重问题，因为它意味着要么柏拉图的概念与东方—埃及的赫耳墨斯概念偶然重合，要么像古代模式支持的那样，柏拉图的概念来自埃及。

波斯源头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梭伦、毕达哥拉斯和其他在波斯于公元前525年征服埃及之前据信去过埃及的人的思想与柏拉图和普鲁塔克的思想很相似，这一点使得埃及源头比波斯源头更有可能。在埃及和“东方”概念的相对重要性这一问题上，有可能——的确很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很久美索不达米亚对埃及有相当影响。在波斯占领期间，大部分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肯定强化了。因此我相信，除了埃及祭司们臭名昭著的保守主义和沙文主义，希腊关于埃及宗教的观点在波斯征服前后有明显的延续性，所以可以可信地论证，屈蒙夸大了“东方”对早期托勒密时代埃及宗教的影响程度，尽管有外来征服，埃及宗教基本上仍然是埃及的。

但是，屈蒙关于最早的赫耳墨斯文本早至波斯时期的观点在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先前的工作中得到了加强，皮特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现代埃及学杰出但古怪的创建者。他从历史情景中论证，至少赫耳墨斯文本的一些段落肯定早至波斯时期，埃及宗教的危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皮特里坚持说，预示埃及宗教遭到排斥的《挽歌》（参见上文此处
 ）在基督教公元390年禁止异教之前很久就已经流通，所以它只能是指波斯阶段的迫害。他还指出，早一些的日期更适合印度人和锡西厄人作为典型外国人的指称。其他文本称外国人“新近充满了这块土地”；这不大可能适用于希腊征服，更不用说罗马征服了。这些文本还提到埃及的国王——其中最后一个在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42年间统治。
(51)



皮特里的论点被学者们认为无法容忍，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整个雅利安模式遭到威胁。正如赫耳墨斯神智论的希腊主义专家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教授1924年写道：“如果这些日期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必然是所有关于希腊思想史普遍接受的观点令人吃惊地被推翻了。”这样，挑战雅利安模式的证据没有因为自身的优缺点得到仔细的考虑，而是被雅利安模式本身镇压了。皮特里的论证被认为不值一顾，不需要任何回答：“但是他试图支持他的日期的论据根本不值得严肃的关注。”最后，斯科特以令人无法置信的厚颜无耻，声称古典学比其他小学科要高等：“遗憾的是，他在其他部门以良好的工作赢得高度名声，却在此处漫游到了一个他不知自己身处何方的研究领域。”
(52)



毫无疑问，皮特里懂得的希腊语比斯科特懂得的埃及语要多得多。无论如何，自从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从属于印欧语研究以来，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心照不宣，斯科特不过是把它说出来罢了。在这一例中，它意味着，埃及学家不能针对赫耳墨斯文本发言，因为希腊主义者认为它们是希腊的。这个假定和声称垄断的专业知识彼此加强对方。

除了皮特里的具体论点外，指向文本最古老部分早期日期的中心特征是，所有学者都同意赫耳墨斯与埃及的透特是同一个神。卡索邦是赫尔墨斯文本17世纪的批判者，但他也没有否认有可能古代有位圣人叫作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同样，现代作家很难否认透特作为智慧之神的存在。受到质疑的是文本的古代性和圣人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这个人物。

但是，在下列三者之间不容易划出清晰的界限：对透特的传统崇拜，希腊化时期对他的所谓伊朗或希腊崇拜，以及赫耳墨斯文本的哲学。斯特里克（Stricker）和德尔尚（Derchain）教授最近详细地论证了作品中的埃及成分比费斯蒂吉埃和其他雅利安模式鼎盛时期的学者所认为的要显著得多。
(53)

 而且，“透特的作品”的概念显然很古老，它经常在流行于第十八王朝的《死者之书》中出现。博伊兰（Boylan）神父在20世纪20年代写了一本关于透特的书，他提到一个第十九王朝时“图书馆里的透特作品”的指称。
(54)

 普鲁塔克和早期基督教作家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指称“赫耳墨斯的作品”。
(55)

 虽然王朝时期的版本可能和后来的作品相似点很少，但我相信，学者们否认与后者有任何联系是太匆忙了。

赫耳墨斯作品的一些特征从前被认为只是在罗马阶段才会有，最近的发现将它们的日期提前了。ḏḥwty
 ＜
 з,＜
 з,＜
 з（三重最伟大的透特）的名字在上埃及的伊斯纳（Esna）被发现了，来自公元前3世纪初；ḏḥwty pз
 ＜
 з，pз＜
 з，pз＜
 з（三重最伟大的透特），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在古埃及世俗体文本中出现过，这些文本来自孟菲斯郊外的塞加拉（Saqqara），来自公元前2世纪初。这一文本存在于与透特相关联的一个祭司的文献里。这批收藏品里的另一个文本，即《何尔宝库》（The Treasury of Hor，Hor
 ，即荷鲁斯）里，记载着一个传统，说透特是伊希斯的父亲，这一说法此前仅仅在赫耳墨斯文本里被证实出现过。
(56)

 这两个与赫耳墨斯作品的联系被发现与其他作品一起，与所谓埃尔穆波利斯的宇宙起源相关联，也与极其受人欢迎的透特及其神鸟圣鹮崇拜有传统根源和联系。以塞加拉为例，据估计在任何一年都有一万只圣鹮。
(57)

 普遍认为，透特崇拜在托勒密时代有极大扩张，但在《死者之书》中，往前早一千年，透特已经是极其有权力、经常受祈求的神灵。
(58)

 总之，没有任何原因去怀疑托勒密时代的透特崇拜在古代传统中根深蒂固。

强烈区分古代崇拜和后来的赫耳墨斯神智论的关键原因是后者的抽象“柏拉图”哲学。否认埃及人能够进行抽象和哲学思考对雅利安模式来说很关键，因此带有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为什么80年前发表的埃及人能够进行抽象宗教思考的证据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唯一可能的原因。证据来自一般称为《孟菲斯神学》的文本，这一文本的日期早至公元前两千或三千纪。《孟菲斯神学》描述了一种宇宙发生论，孟菲斯的地方神灵普塔及其散发物阿图姆（Atum）是最初的生命。普塔在他的心中创造了世界，心是他心智的中心，并通过他的舌头，即言语行为实现了世界。尽管费斯蒂吉埃神父和博伊兰神父急急地否认，这与柏拉图和基督教的逻各斯非常相似，“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59)



埃及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在翻译、出版《孟菲斯神学》后写道：

上述关于世界的概念形成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基础，表明后来的奴斯（nous）和逻各斯的观念在这一早期阶段就存在，而迄今为止人们认为这些观念是从外国在晚得多的时候介绍进入埃及的。因此，希腊哲学源于埃及的传统无疑比近年来人们承认的要包含更多的真实性。

他继续道：

后来在希腊人中如此盛行的习惯，即以哲学的方式阐释埃及诸神的功用和关系……在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出生之前就已经在埃及开始了；不无可能的是，希腊人阐释他们自己诸神的实践从埃及那里得到了最初的冲动。
(60)



透特在这一宇宙起源中的角色是普塔的心，普塔的舌头即荷鲁斯。把透特与心相联系的传统在两千年后的《何尔宝库》里仍然可以看到。其出版者约翰·雷（John Ray）正确指出心与智识有关联，而透特尤其被认为是智识的主人。
(61)

 但在其他神学中，透特是书写的发明者、数学的创始者和魔术咒语的大师；他掌管着神圣的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将神与神、神与人相连接——甚至是世界的创造者。
(62)



透特是伟大的联络者这一事实是他与阿努比斯汇合的一个因素，后者是死者的豺狗保护者，灵魂的向导和死亡的信使。更重要的是下述事实，即透特和阿努比斯在死者审判中扮演紧密相连的角色。甚至在公元前三千纪的《金字塔铭文》里，二者在这一功能上紧密相连，两个神灵的调和形象在第十九王朝或公元前13世纪有发现。但是，对Hermanubis（即赫耳墨斯加阿努比斯）的正式崇拜直到托勒密时代才在埃及宗教中出现。
(63)

 希腊宗教中的赫耳墨斯融合了透特和阿努比斯的角色，上述最后发展与赫耳墨斯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虽然最初的融合大约在埃及开始，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托勒密时代的汇合形式来自希腊宗教。

有了这些多重侧面，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能担当上文讨论的神学或“双重哲学”中的所有角色。作为诸神之父和最高智识，他可以是隐蔽的上帝；作为启动的智识或言语行为，他可以是造物主；作为联络者他可以是联系和分开其他两者的圣灵。最后，他可以是把灵魂引向不朽的信使或向导，并向他们解释宇宙的神奇。但是，后来的主导传统清楚表明，赫耳墨斯是哲学家和道德教师。

这里我们面临着赫耳墨斯神话即历史论的问题，即他从神变为圣人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这一神话即历史论是另一晚期特征。但这里也有早一些的先例。公元前4世纪初，柏拉图指称修思和透特（Thot）为书写、数字、天文学等等的发明者。而且，修思/透特以神和圣人的形象出现。
(64)

 50年后，阿布德拉的赫卡泰奥斯把赫耳墨斯/透特描述为伟大的人类发明家。
(65)

 在腓尼基，还有他早期神话即历史论和理性化的强烈暗示。公元1世纪，腓尼基人毕布勒的斐洛（Philon of Byblos）用希腊语缩写、翻译了一位古代祭司的一些作品，这位祭司名叫桑楚尼亚松（Sanchunation），斐洛认为他生活于特洛伊战争之前。
(66)

 在19世纪初古典学创建后，斐洛关于古代腓尼基宗教和神话的著作被作为希腊化幻想摒弃。但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在斐洛的神话与公元前13世纪乌加里特文本的神话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于是意见陡然变化了。因此，闪米特学家们，如威廉·奥尔布赖特（William Albright）和奥托·艾斯费尔德（Otto Eissfeldt）倾向于把桑楚尼亚松放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前半期，他的一些材料来自公元前两千纪。
(67)

 最近，鲍姆加滕（Baumgarten）教授挑战古代传统和20世纪该领域两位最大的权威，论证了一个晚得多的日期。这首先是因为不是斐洛的一切都能用乌加里特材料解释，其次因为鲍姆加滕认为斐洛中的所有理性和科学思想都有希腊源头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而这是因为他相信古典学家已经证明理性和科学开始于希腊。
(68)

 这样，一个本质上循环的论证——不可能有任何希腊以前的科学或理性，因为没有希腊以前的科学或理性——被用来声称斐洛的犹希迈罗斯主义一定是希腊的和晚期的。

这里，继续讨论之前，我要做出一些区分。第一种犹希迈罗斯主义，即对自然力量的非人格化抽象，似乎从最早的时期就存在于埃及思想中。这对于埃尔穆波利斯的宇宙起源来说当然是对的，它与透特以及桑楚尼亚松所描述的Taautos宇宙起源相关联。
(69)

 抽象化的标志是下述事实，即埃尔穆波利斯的八神（Ogdoad）——就是埃尔穆波利斯城的八个神，宇宙从中得以创造的四对生命或力量——中没有一个有神庙或崇拜，虽然他们有时被等同于有神庙或崇拜的神灵。
(70)



第二种犹希迈罗斯主义——神和女神变为俗世圣人、英雄和女英雄——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把主要神灵称为埃及最初的国王的广泛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的国王的《都灵名单》（Turin Canon
 ）。
(71)

 在黎凡特，它似乎与公元前一千纪之交单拜一神教（monolatry）和一神教的兴起相关联；其原因只是排他性的崇拜甚至无法容忍地位低的神祇。例如，《创世记》写作或编纂于公元前一千纪初，其中有相当多的犹希迈罗斯主义，显现为神灵的人物，如以诺和挪亚，被化为族长。而且，从19世纪的勒南（Renan）到20世纪的奥尔布赖特等学者论证，腓尼基宗教自然有助于犹希迈罗斯主义分析。
(72)

 因此，从字面上或比喻意义上接受那些学者是合理的，他们把最初的神话即历史论者犹希迈罗斯（Euhemeros）与西顿相联系，同意奥尔布赖特和艾斯费尔德也是合理的，他们将桑楚尼亚松和莫乔斯（Mochos）——他们的西顿式宇宙起源保留在晚期新柏拉图主义者扎马斯科斯（Damaskios）那里——的年代定于公元前6世纪以前。
(73)



桑楚尼亚松的宇宙起源名义上的基础是Taautos的已佚作品。但是，斐洛的作品中提及Taautos是发明字母的腓尼基文化英雄。
(74)

 在著作的其他地方，他显现为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这是希腊语中最早提及这个名字——或者是神圣英雄克罗诺斯（Kronos）的秘书和狡诈维齐尔，这出现在彻底神话即历史论的克罗诺斯的人生和冒险故事中。
(75)



透特在《圣经》中也出现过。在公元前6世纪或更早的《约伯书》中，有下面两行：

谁把智慧放进ṭḥwt
 ？

谁给了śekwî
 理解力？

马尔温·蒲柏（Marvin Pope）教授在他的权威评注中，就此写道：

J．G．E.霍夫曼（J．G．E．Hoffmann）认为ṭḥwt指透特神本人，他很可能是对的。辅音正字法与该名字在第十八王朝时盛行的形式（ḏḥwty）对应得相当密切，那时透特崇拜正处于巅峰期，并传播到腓尼基……毕布勒的斐洛给出腓尼基语音为Taaut(os)，它反映的形式是ṯāḥûṯ
 ……关于śekwî
 ，霍夫曼建议与水星的科普特语名字（souchi）相联系，这比可疑的“公鸡”联系要好。全知的、聪慧的透特-Taautos，字母的发明者，所有知识的创建者，被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赫耳墨斯—墨丘利等同起来，等同的形式是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Tremaximus。
(76)



应该强调，ṭḥwt被主赋予了知识，因此是圣人和智慧的缩微，而不是神。因此，除非人们像鲍姆加滕一样对希腊以前的理性持原则的反对立场，似乎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在埃及和腓尼基文化中，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对埃及的大规模影响之前很久，就有了神祇的神话即历史化，变为圣人和英雄。而且，对于透特和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来说尤其是这样。

让我重复一下迄今为止的观点。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教主要兴盛于埃及，在机构化埃及宗教崩溃以后在多多少少希腊化的埃及人中间兴盛。无论在公元2世纪到4世纪有没有赫耳墨斯兄弟会或崇拜，赫耳墨斯神智论概念对这些哲学和异端邪说及其信奉者扮演了形成性的角色，并起了核心作用。透特崇拜在埃及宗教中总是很重要，但在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日益如此。“透特的著作”这一概念很古远，大概这样的著作到公元前两千纪末就存在了。但是，现存的赫耳墨斯作品表现了危机期的埃及宗教，包含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概念。因此，不可能有公元前525年波斯人首次侵略之前的任何文本。显然，赫耳墨斯作品来源多样，包含的材料大概是在长时期内写成的，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世纪。尽管它相对比较晚，但非常有可能的是，作品包含许多古老得多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并且作品基本上是埃及的。伊朗和迦勒底影响上面已经提到了。无疑还有希腊影响，至少对晚期文本是如此。但是，我相信希腊影响难于发现，因为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哲学是如此严重地依赖埃及宗教和思想。


 早期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下的赫耳墨斯神智论和新柏拉图主义

到4世纪末，诺斯替教大约已被正统教会消灭了。异教的新柏拉图主义存活时间久一些，但是它在7世纪30年代穆斯林征服埃及前也已经消失。另一方面，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这一人物作为知识的缩影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却存活下来。犹希迈罗斯主义现在是关键的；正如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异教余存的20世纪伟大历史学家让·塞兹内克（Jean Seznec）指出的那样，犹希迈罗斯主义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享有“一个异常的复兴”。
(77)

 像迦南一神教的所有后裔一样，基督教会利用犹希迈罗斯主义来减弱和驯服异教神祇，同时它允许他们在新宗教下存在。Nēit/雅典娜被归化为圣凯瑟琳，荷鲁斯/珀尔修斯成为圣乔治，阿努比斯/赫耳墨斯成为圣克里斯托弗。
(78)

 但有意味的是，透特—阿努比斯—赫耳墨斯作为圣人和埃及、东方智慧的缩影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处于教会之外。

赫耳墨斯与基督教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尤其是在优先权的问题上。3世纪的教会神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坚持说赫耳墨斯生活于摩西之前；另一方面，圣奥古斯丁声称，虽然埃及的天文学和其他精确科学发展得很早，但埃及直到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时候才有道德教诲，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比摩西稍晚，并向摩西和《圣经》族长们学习。这里，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奥古斯丁开创了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正统：在优先权和重要性两方面，《圣经》知识处于赫耳墨斯埃及知识之前，但后者是所有“异教”智慧尤其是希腊人智慧的源泉。
(79)



在伊斯兰教中，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被神话即历史化并与《古兰经》中的诚挚先知易德里斯（Idris）等同。同样在这一传统中，他被视为“哲学家之父”和“被三重赐予智慧的人”。在其他伊斯兰传统中，他被视为三个圣人：一个生活于大洪水之前的埃及，两个生活于大洪水之后；一个来自巴比伦，另一个也来自埃及。他被视为发明了所有艺术和科学的文化英雄，尤其是天文学、占星术、医学和魔术。而且，虽然有人可信地论证认为他或埃及在早期伊斯兰教中的影响大致在这些领域，但还有一种早期伊斯兰哲学的赫耳墨斯神智论没有被深入研究，部分无疑是因为有关文本极端费解。
(80)



7和8世纪从波斯到西班牙规模巨大的伊斯兰征服为犹太人带来了显赫的声望和繁荣。犹太宗教尽管有强有力的理性和平等精神，但它甚至在基督教开始之前就有神秘教义的崇拜和“双重哲学”。艾赛尼派信徒和其他公元前2世纪生活在朱迪亚沙漠的犹太教派都信服，不为耶路撒冷的祭司和普通人所知的真理已经展现给他们了；例如，我们知道，他们使用《以诺书》和其他启示录著作。他们关心占星术和其他预言的方法，还分享关于上帝御座及以利亚和神秘主义者借以上天的战车这些形象的神秘主义，这一神秘主义后来展现得更加充分。
(81)

 这些教派与基督教之间毫无疑问的关系已经并将要被无休止地辩论下去，但没有那么多人注意到，在犹太教派的禁欲、集体主义和沙漠生活的倾向与在埃及沙漠成长起来的早期基督教隐修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相似和可能的因果关系。
(82)

 两个组织当然分享共同的民粹主义、弥赛亚主义和暴力倾向。

与上层阶级赫耳墨斯神智论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思维相近得多的类似之处可以在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n of Alexandria）的卷帙浩繁的作品集中找得到。在斐洛公元1世纪富有的、埃及的、希腊化的犹太人圈子中，有一种欲望，要通过神秘难懂的寓言式阐释来调和《旧约》的智慧和柏拉图—埃及思想。斐洛甚至提及存在一个“上帝崇拜者”的教派团体。
(83)

 斐洛本人在中期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是个重要人物，他对柏拉图主义和犹太教的混合在基督教中有迷人的回响。但是，公元116年东罗马帝国镇压犹太人的起义，其种族灭绝大屠杀永远破坏了斐洛所代表的富有、有教养、希腊化的犹太人。

虽然斐洛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神庙遭到破坏之前死去，他在流散地的生活本质上是犹太会堂的生活，因此与后来犹太人的生活相似。即便在这个乏味的、民主的、法利赛人般的拉比社会里，在公元的早期世纪里也有秘传和神秘倾向，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教授称之为“犹太诺斯替教”。在这些倾向的著作里，人们发现一些犹太人特有的关切，诸如上帝御座和战车，希伯来字母表或《圣经》文本字母的神秘数字命理学重要性等。赫耳墨斯神智论、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教的多数关键要素都包括其中了：人的概念用来衡量一切东西，八个天体轨道或天空可以被超越，以及魔术的倾向。
(84)



在8和10世纪，犹太教被证实使用过神秘主义。例如，一个10世纪的卡拉派信徒（Karaite）或犹太教派纯洁主义者对斐洛的引文很熟悉。但肖勒姆教授警告道：

不能由此推论出，一直到此时有连续的影响，更不用说到中世纪犹太教神秘哲学形成时了。斐洛释经和犹太教神秘哲学释经之间的具体相似应该归因于他们释经方法之间的相似，所以有时自然产生相同的结果。
(85)



这里，他提出了一个总体的问题（这一章将再次出现这一问题）：在面临长时期的一般敌意和具体迫害时，遮遮掩掩的神秘教派存活、延续下来的可能性。一方面，这些团体即便兴盛时留下的踪迹也很少；另一方面，正如肖勒姆所论证的，他们经常使用同样的文本和相似的释经技巧。因此，经常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存在独立创造。在这一例中，独立创造的论点非常极端。而且，既然犹太文化在这些世纪中传递了许多别的东西，不仅有正统宗教，还有民间信仰，我认为没有理由去怀疑存在连续的神秘主义传统。肖勒姆本人追溯了犹太神秘主义的发展，从8、9世纪时的埃及和巴勒斯坦到巴比伦王国，到10世纪时埃及和意大利的地中海地区，再到11、12世纪时德国的犹太教哈西德主义。
(86)



我们必须继续勾勒犹太教神秘哲学的历史，因为文艺复兴时期它与赫耳墨斯神智论密不可分。12、13世纪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的大部分犹太教神秘哲学神秘主义可以得到解释，因为赫耳墨斯神智论及其后裔存活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它们在这些文化中的新发展；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朗格多克（Languedoc）的特殊位置；犹太人在这一时期受到强烈的迫害；还有，正如肖勒姆教授所论证的，在危机时期对同样文本的神秘解读。

12、13世纪的朗格多克处于创造性骚动的状态中，因为它几个世纪以来位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边缘，是富有、有教养的社会；在犹太教内部，它汇合了生活于伊斯兰教下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来自基督教欧洲的德系犹太人。朗格多克的居民对于各种宗教的具体形式，能够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超越性。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一地区会有欧洲基督教国家中最极端的异端的结晶，即阿尔比派教徒（Albigensians）或清洁派教徒（Cathars）。这一异端中有两种信徒：普通的信徒（Credentes）和纯洁派（Perfecti）。后者远离物质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专注于精神冥想，而他们的理想是与物质彻底分离，绝食到死。维护清洁派的斗争开始与那一地区摆脱法国北部和巴黎国王控制的斗争相联系，巴黎国王声称支持天主教，把他们中央集权的扩张粉饰为对异教徒的神圣战争。但是，无疑广大群众对清洁派和纯洁派很是欢迎，因为他们的精神性据信有益于整个社区。
(87)



虽然清洁派显然是双层的宗教，它和我上面讨论的神秘传统分有了一些信仰，如灵魂转生，但它的二元性要显豁得多，这种二元性通常认为是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和摩尼教的。上帝与撒旦、善与恶、灵与肉的宇宙力量被视为彼此平衡，互相冲突。这与赫耳墨斯传统的泛神论和以人类为中心的幻想迥然相异。
(88)

 但是，虽然两个运动在整个欧洲都存在，阿尔比派和犹太教神秘哲学同时兴盛于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还是令人吃惊，表明其社会文化环境有异常之处。很难相信二者没有互相影响，这在社会结构方面尤其是如此。正如普通信徒以强烈的虔敬支持和保护了纯洁派一样，神秘的犹太教神秘哲学家拉比被他们的社区维护着，因为他们的神圣给社区带来了精神利益。但是，清洁派教徒被法国天主教无情地灭绝了，而犹太人中犹太教神秘哲学家的敌人缺乏这些镇压方式，运动扩展到了西班牙，在那里作为西班牙犹太教中秘传的但相对可敬的因素兴盛起来，直到1492年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把犹太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去。

犹太教神秘哲学明显是秘传宗教——确实，它的研究者一般仅限于四十岁以上的、善良的、博学的（男）犹太人。它排斥普通“表面”阅读《圣经》的历史主义和正统的理性，而提倡一种文本的“内在”阅读，据信这种阅读能够显现神秘的宇宙斗争，以便善良的犹太人能重新捕捉创世时被破坏的原初之光。犹太教神秘哲学在许多方面是正统的《塔木德经》方法的扩展：通过勤奋的学习来接近神秘，神秘包括《圣经》中字母的重要性和数字命理学。但它还超越这些事情，进入对上帝的御座、战车，首要的是上帝之名的冥想，这些冥想都会带来狂喜。犹太教神秘哲学还包含我们在赫耳墨斯神智论及其后裔中看到的所有关键形式：三位一体，“潜逃的”或隐藏的上帝或智识的概念，启动的逻各斯或语言和中介的魂灵；八大天体的运行轨道或天空及训练有素的神秘主义者对它们的超越；人类被视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有时甚至是上帝的制造者。在它存在的最初几个世纪中，这带来占星术、医学和魔术，犹太人以此闻名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
(89)




 拜占庭和基督教西欧的赫耳墨斯神智论

新柏拉图主义，至少一种名义上属于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在拜占庭帝国存活下来，并在那里所谓11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更新。其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塞洛斯（Psellos）显然对赫耳墨斯神智论哲学和魔术感兴趣。20世纪学者泽尔沃斯（Zervos）教授写道：

我们不知道普塞洛斯关于赫耳墨斯文献写了多少部作品。唯一留存下来的是关于《波伊曼德斯》（Poimandres
 ）的注解。……在坚持《创世记》对《波伊曼德斯》的宇宙起源教义的形成有影响之后，普塞洛斯肯定希腊所有关于上帝的概念都被东方模式影响着。为了验证东方哲学比希腊哲学高等，他指出波菲利［（Porphery）公元3世纪时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为了搞明白第一动因，曾向埃及祭司Anebon求助。
(90)



这里和奥古斯丁那里一样，人们看到了等级序列——《圣经》，埃及和东方智慧，再到希腊，兴趣集中在第二级。普塞洛斯的一些作品15世纪时被带到意大利的事实意味着它们在君士坦丁堡经过拜占庭帝国最后四百年的风风雨雨，最后得以保存下来。这进而表明新柏拉图主义和赫耳墨斯神智论在那里得到严肃的对待。

相信埃及是强有力的魔术中心，如果不是最强有力的，这直到西欧皈依基督教以后仍然存在。希尔代里克（Childeric）是法国第一个基督教国王克洛维（Clovis）的父亲，他死于481年，在他的异教坟墓中发现了圣甲虫雕饰物和额头上有日面的野蛮牛头，后者被辨认为埃皮斯。
(91)

 大约三百年后查理曼的大印章表现了已死的埃及朱庇特塞拉皮斯的头。
(92)



虽然像这一阶段的其他每一种文化活动一样，对赫耳墨斯文本的兴趣在黑暗时代和早期中世纪处于低潮，但它没有完全灭绝。尽管如此，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中世纪思想家对赫耳墨斯魔术和占星术比对哲学更有兴趣。但是，一个哲学文本，《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
 ），自从2世纪译成拉丁语后一直处于流通中。
(93)

 这一文本在11、12世纪时的复本数量表明在西欧所谓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对它的兴趣增加了。
(94)

 难以相信，在此后几个世纪中人文主义的扩张没有受到《阿斯克勒庇俄斯》和仅有可供阅读的新柏拉图主义文本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埃及

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文艺复兴描绘为希腊的和某种程度上“纯洁的”，虽然受到柏拉图的影响，直到15世纪末新柏拉图主义引入。
(95)

 但是，对埃及和东方的关切从一开始就是整个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无法充分强调的是，正如对于莎士比亚来说古希腊人是爱争吵的黎凡特人而非半神一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学者、艺术家和恩主把自己和希腊人等同起来，但他们中心关切的不是荷马或伯利克里时期的希腊，甚至也不是奥林匹亚诸神。他们感兴趣的是从异教古代停止的地方捡起来。正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以18世纪的理性写道：“学识复活时穿着同样不自然的衣服，如同它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腐败时穿的一样。”
(96)



对这一“堕落”起中心作用的是对埃及和东方的尊敬，对新柏拉图主义著作的“东方”丰富和晦暗的崇拜，以及对埃及和东方神秘的激情。但是，正是从新柏拉图主义和赫耳墨斯神智论传统那里，文艺复兴汲取了它最典型的关于人的无限潜能的幻想，以及人是衡量万物尺度的信仰。即便在19和20世纪历史学家认为“很男人的”14世纪和15世纪初时，对埃及人也有非常的尊重。

到15世纪初，意大利学者充分认识到埃及和赫耳墨斯文本对他们想复活的古代学识的中心重要性。学者们很早就知道和阅读《阿斯克勒庇俄斯》，阿拉伯语的赫耳墨斯文本被翻译成拉丁语。而且，随着意大利和希腊接触的增多，普塞洛斯和其他拜占庭文艺复兴倡导者的新柏拉图主义和赫耳墨斯神智论著作开始流通。
(97)

 1419年，一本《象形文字集》（Hieroglyphika
 ）被带到意大利并得到翻译，这是5世纪末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著作，上埃及人霍拉波罗（Horapollo）所著。
(98)

 作者综合了对若干种符号的正确解释和“那些意义的最古怪的寓言原因”。
(99)

 这本书非常受欢迎，它肯定了埃及象形文字是各种神秘的手写体，比字母文字要高等，因为其符号内部压缩了丰富的意义，又不为世俗言语的语音所累。总之，埃及象形文字及其所包含的谜语在15世纪初变得非常重要；例如，参见伟大画家、建筑家和艺术理论家莱昂内·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制作的著名徽章，表现明显埃及的带翅膀的眼睛。阿尔贝蒂有时被认为是“未受污染的”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
(100)



埃及祭司使用象形文字被视为与他们使用寓言相关，普鲁塔克和其他希腊作家归属于他们的秘密仪式的寓言含义也与此相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和20世纪学者坚持说希腊人“搞错了”。他们相信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同样也错了。正如20世纪初艺术史家温德（Wind）教授就若干名文艺复兴思想家写道：

他们的关切与其说是原初的神秘崇拜，不如说是这些崇拜的哲学改造。仅仅好的判断力并不带来限制；这主要是好运气所致，因为它来自一个历史误解：他们假定象征阐释是原初秘密仪式的一部分。
(101)



我相信15世纪的阐释是精确的，至少对于晚期埃及宗教是如此。无论如何，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从未质疑过其真实性。

文艺复兴时期对埃及的激情首先是因为埃及有久远的名声，在那里秘密仪式和神圣入会仪式最初被建立起来。而且，除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和迦勒底人的可能例外外（对他们人们只有晦暗不清的概念），埃及人被视为所有智慧和艺术的源头；尽管浪漫主义史学家赋予了他们不少进步的感觉，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和女人基本上只对过去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着“源头”——所以他们越过基督教看异教罗马，越过罗马看希腊；但在希腊后面还有埃及，正如焦尔达诺·布鲁诺在下一个世纪所说：“我们希腊人承认埃及，那个伟大的文学和高贵的君主制国家，是我们的寓言、比喻和教义的父母。”
(102)



但是，以免有人认为布鲁诺不典型，或者属于被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腐蚀”了的一代人，让我来引用弗朗西斯·耶茨有关新的新柏拉图主义学派创建的论述，这些论述必然反映了这发生之前对埃及和希腊的态度：

大约1460年，一个僧侣从马其顿带了一份希腊文手稿到佛罗伦萨，他是科西莫·迪·美第奇雇用的为他收集手稿的许多代理人之一。这一手稿包含一份《赫耳墨斯作品》。……虽然柏拉图的手稿已经收集完毕，等待翻译，但科西莫命令菲奇诺把柏拉图放到一边，在翻译希腊哲学家之前立刻翻译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埃及在希腊之前；赫耳墨斯比柏拉图要早。文艺复兴时期尊敬古代……认为那最接近神圣的真理，这要求《赫耳墨斯作品》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或《会饮篇》要先行翻译。
(103)



伟大的翻译家、学者和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在佛罗伦萨外的Carregio有一座别墅，在那里他创建了复兴的柏拉图学园，新的译作被用作学园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在所有意大利主要城市、后来在整个欧洲兴起的其他学园也是如此。虽然这些学园有意模仿了柏拉图本人在雅典的学园，它们的成员却相信柏拉图学园是在埃及神庙理想祭司的模型基础上建造起来的。所有欧洲的学园都以选举新成员作为中心的存在理由。例如，在15和16世纪罗马的学园，这种选举充满了复杂的仪式程序。
(104)

 法兰西学院和其他地方行使的把人提升到“不朽者”的仪式可以追溯到赋予不朽的秘密仪式和神圣入会仪式，这些仪式是文艺复兴时期在古代晚期报告的基础上编造出来的，据信——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它们最终来自古代埃及。
(105)

 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从新柏拉图主义那里得到的不仅有组织形式，还要多得多。他们越过新柏拉图主义者，看到柏拉图本人、毕达哥拉斯、俄耳甫斯和埃及，以学习他们的哲学、科学和魔术。

15世纪末，文艺复兴思想家和神秘主义者比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混合了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和犹太教神秘哲学。比科的“精神魔术”能够利用两个系统，甚至能以埃及象形文字与希伯来字母和数字的神秘基础来支持基督教。
(106)

 比科当时影响巨大，尤其是对博尔吉亚家族（Borgias），这个家族委托订制了许多艺术品，以颂扬埃及宗教，尤其是埃皮斯公牛，因为他们认为埃皮斯公牛是他们的象征。但从长远来看，重要得多的是比科清楚说明了埃及立场，即人作为“星术学家”，能够——正如弗朗西斯·耶茨所说——“使用魔术（Magia）和犹太教神秘哲学来作用于世界，利用科学来控制他的命运”
(107)

 。

这和其他类似的对犹太和埃及传统的混合——上文提到，二者彼此相关——在16世纪初年又一次出现，显著者如文艺复兴哲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作品。犹太教神秘哲学也继续成为16和17世纪魔术和科学的一个主要灵感。
(108)

 但是，正如弗朗西斯·耶茨所指出的，犹太教神秘哲学从未被称为古代的或原初的神学（prisca theologia），因为它属于《圣经》传统，而非异教传统。因此，文艺复兴思想家要想超越基督教，除了埃及别无选择。
(109)




 哥白尼与赫耳墨斯神智论

弗朗西斯·耶茨的观点和最近关于哥白尼的论述一致，她1964年声称：

哥白尼并没有生活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世界观中，而是生活在新的新柏拉图主义、古代神学和菲奇诺的世界观中，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是古代神学的首领。我们可以说，这一新的世界观中对太阳的激烈强调是推动哥白尼的精神动力，使他对太阳确实位于行星系统中心的假设进行了数学计算；或者说，他愿意把他的发现放到这一新态度的框架中，使它变得可以接受。或许两种解释都对，或者部分对。
(110)



虽然正如我所说，赫耳墨斯文本倾向于在托勒密的地心说系统中工作，但其中一些文本想象了日心说的宇宙论。而且，太阳的特殊神圣性被屡屡指称，人们把它视为光的源泉，有时视为统治第三个神、生命世界及其所有生物的第二个神。
(111)

 因此，赫耳墨斯文本展现了古代埃及把太阳视为主要神灵和赋予生命的力量的视角。

自从弗朗西斯·耶茨写下上述引文后，哥白尼研究的领域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人企图减轻她令人不安的提议。一些反对者，如科学史家罗森（Rosen）教授，持续遵守着科学发展的传统模式，即一系列伟人从黑暗向光明的英雄式跳跃。因此，对于罗森来说，哥白尼“既非柏拉图主义者，亦非新柏拉图主义者，亦非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是哥白尼主义者。”
(112)

 更重要的是，若干最近的学者指出，哥白尼的数学模型大部分建筑在伊斯兰材料的基础上，显著的如13世纪的Naṣīr ad-Din aṭ-Tūsī和14世纪的Ibn ash Shāṭir的作品。
(113)

 但这些著作没有包括日心说本身，哥白尼得到日心说的概念是在他做出数学证明之前好久。有人论证，哥白尼的日心说来自15世纪中期的学者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有关的技术论证并不削弱以下事实，即雷吉奥蒙塔努斯开拓了日心说的可能性很可能是因为他处于15世纪中期柏拉图主义的深处。无论这是不是事实，耶茨教授的声称仍然是对的。
(114)




 16世纪时的赫耳墨斯神智论和埃及

通常人们暗示，一旦赫耳墨斯文本被阅读，就产生了醒悟。这违背了以下目录学事实，如同布兰科教授所说：

从1471年到1641年，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翻译发行了25版；帕特里修斯（Patritius）的翻译出版了6版；De Foix修士的双语版出现了两次；《阿斯克勒庇俄斯》被编辑了40次；J．Faber Stapulensis对“Pimander”的评论出现了14版；Rosellius的评论出现了6版；J．Faber Stapulensis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评论发行了11版，等等。
(115)



目录学还向我们揭示了对希腊和埃及的相对关心。例如，处于维多利亚浪漫主义高峰期的乔治·艾略特生动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对异教雅典的废墟的关切。
(116)

 但这是个时代错误。从15世纪到17世纪，西欧人对在埃及旅游比在希腊旅游要关切得多：最近一个重印本集子的编者坚持说，从1400到1700年，西方旅游者有250多个对埃及的描绘。
(117)



实际上，在一些圈子里，曾经到知识的源头埃及旅行过后，就可以合法地攻击流行的看法。16世纪初这一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伟大的、有创意的医生和矿业工程师帕拉切尔苏斯，他自称去过埃及——这很可能是错误的——并称他的医学为赫耳墨斯的。但是，他只是一个传统的开始，这一传统持续到并包括牛顿，科学家们把实验作为追回埃及和东方智慧的正当方法，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没能保存这一智慧。
(118)



我们必须记住，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文艺复兴被看作欧洲文化的两大高峰之一，只比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稍低一点。因此，19和20世纪的学者在处置文艺复兴对埃及和东方的崇拜时，经历了相当困难和痛苦。例如，虽然诸神被以拉丁名字指称，但他们被认为基本上是埃及的。如让·塞兹内克，20世纪研究古代时期异教遗留的卓越学者，就异教神祇插图手册写道：

但在我们的手册［插图书］中东方崇拜的神灵被赋予超常地位，尤其是在Cartari。首要的是埃及人……我们已经在Picator那里注意到，东方神灵被赋予同样不寻常的甚或不合比例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同时代的影响——“埃及象形文字”把人文主义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埃及和东方。
(119)



后来又写道：

我们的手册明显地喜欢东方诸神，而非奥林匹斯山的神灵，这一喜欢被同时代的埃及狂浪潮和对谜语的趣味加重了……至于墨丘利，他是某种戴着尖帽子的星术学家。小的带翅膀的生物，似乎从井里出来，抓住了他巨大节杖的柄，杖上盘绕着四条蛇；其他类似的小男孩（puttini）似乎跌倒回去。这一形象是什么，正如伊里亚特（Yriarte）所言，它既不属于罗马和希腊，也不属于亚述和波斯？它立刻让人想起赫耳墨斯，引领灵魂到地狱的向导，或者灵魂的向导（psychopompos），想起埃及的透特，透特教导灵魂逐步提升自己，直到了解神圣的事物。
(120)



不唯普通的历史学家喜欢与文艺复兴这一“不幸”的侧面拉开距离。弗朗西斯·耶茨不仅开拓了，而且仍然支配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赫耳墨斯神智论研究，她赞成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但没有挑战雅利安模式的全部力量。她在评述埃及赫耳墨斯神智论对15和16世纪意大利的巨大、有效的影响时，似乎感觉有必要安慰她的读者，她没有如此地离经叛道，以致相信她以如此同情描写的人们。经常出现这一类的评论：“这一巨大的历史错误将产生惊人的后果。”
(121)

 我认为，这实际上用来描写雅利安模式要合适得多！

毫无疑问，16世纪时，赫耳墨斯神智论和对埃及的关切兴盛一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文化的可敬组成部分。但从后来历史的视角来看，赫耳墨斯神智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一个例外，即哥白尼的伟大支持者焦尔达诺·布鲁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科学史家把布鲁诺拥戴为科学和思想探索自由的先驱和烈士，但弗朗西斯·耶茨将他牢靠地安置在赫耳墨斯神智论传统中。布鲁诺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比他的任何前辈或同时代人都走得更远。多数早期的赫耳墨斯神智论者尽管热情勃发，但他们诚实或虚伪地保持在基督教和圣奥古斯丁规定的范围内，圣奥古斯丁规定，埃及及其生发的异教哲学比圣经智慧要晚，要低等。但布鲁诺不仅超越了基督教，而且超越了犹太教，抵达了埃及异教：

不要以为迦勒底魔术的自负来自犹太人的神秘哲学；因为犹太人无疑是埃及的排泄物，没有人能够以任何等级的可能性声称埃及人从希伯来人那里借用了任何原则，无论好的或坏的。因此我们希腊人［他大概意为异教人］承认埃及，那个伟大的文学和高贵的君主制国家，是我们的寓言、比喻和教义的父母……
(122)



如此极端主义的社会背景是16世纪70年代的反宗教改革没有能够克服天主教的局限，愈合西方基督教内部的分裂，以及宗教战争猛烈震动了16世纪末的欧洲。布鲁诺试图依附于政治上温和并相对宽容的统治者，他们意欲和解。但自相矛盾的是，他在思想上和神学上表现出极端主义。因此，为了精神和肉体的和平，布鲁诺认为有必要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超越基督教。正如弗朗西斯·耶茨所言：“布鲁诺的赫耳墨斯神智论成为纯粹‘埃及的’，赫耳墨斯式的埃及宗教不仅是预示了基督教的古代神学，而且实际上是真正的宗教。”
(123)




 布鲁诺超越了基督教的范围，因为其信仰被宗教裁判所在火刑柱上烧死，但这一事实不应该让人夸大他在16世纪意大利的古怪。既然有追求源泉的激情和认为优先即高等的信仰，从说赫耳墨斯神智论早于基督教到声称它超越了基督教并不是那么巨大的一步。但是，虽然《圣经》、基督教与埃及、赫耳墨斯文本之间的平衡很微妙，且不停变化，后者与古希腊之间的关系却明朗得多。例如，伊拉斯谟（Erasmus）对赫耳墨斯文本日期的怀疑似乎是建筑在意欲保护基督教的基础上，而非断言希腊的优先权。
(124)

 宗教改革后，加尔文主义者兰伯特·达诺（Lambert Daneau）甚至使用埃及人是希腊人老师的名声来证明摩西和《圣经》传统在“自然哲学”中的高等地位，自然哲学多多少少就是后来称之为“科学”的东西。达诺引用了古代文献，他能够建立如下传统，即埃及人从“叙利亚人”那里学习了天文学。他还能够表明叙利亚人中有位学识渊博者叫莫斯霍斯（Moschos），他认为这人就是摩西。因此，摩西教了埃及人，因此还有希腊人、天文学。把摩西和莫斯霍斯等同起来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
(125)

 因此，在这一阶段，挑战埃及人在学识上比希腊人高等是不可能的。

用一个熟悉的例子来结束这一章。莎士比亚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把希腊人描写为不可靠、爱耍阴谋，这牢靠地建立在中世纪晚期传统之上，在他的时代里并非不典型。正如我在这一章里试图表明的，多数文艺复兴思想家相信埃及是原初的创造源泉，而希腊是一部分埃及和东方智慧后来的传播者，古代模式的真实性没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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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7、18世纪埃及的胜利

在这一章里，我将探讨赫耳墨斯神智论在17世纪的延续。虽然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卡索邦的校勘学证实了赫耳墨斯的作品不真实，但我相信这对它名声的影响微乎其微。从短期来看，赫耳墨斯文本仍然被相信，它们在18世纪的消逝是总体思想转换偏离魔术的结果，而非任何特别批评的结果。而且，对赫耳墨斯神智论失去兴趣并不意味着对埃及的尊重有所降低。17世纪末，古埃及与“极端启蒙”相联系，被用来推翻基督教和政治现状。共济会在18世纪支配了思想生活，埃及的形象对其成员具有中心意义。因此，埃及——它经常与另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帝国中国相联系——因为其哲学和科学，但首要的是因为其政治制度，享有很高声誉，一直到18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欧洲的政治和思想秩序崩溃。


 17世纪时的赫耳墨斯神智论

焦尔达诺·布鲁诺1600年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但他的死对于赫耳墨斯神智论的长期效果不像伊萨克·卡索邦的工作那么重要，卡索邦是1614年攻击赫耳墨斯文本古代性的温和的新教学者。对于弗朗西斯·耶茨来说，卡索邦工作的令人吃惊之处在于，校勘学的学术手段自从15世纪末就开始存在，应用于赫耳墨斯文本却如此晚。但是，既然应用这些学术手段必然有选择性，既然它们后来被应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场合，我就不是那么吃惊，在16世纪末，赫耳墨斯文本不仅对天主教，而且对基督教整体构成威胁，于是一名学者得到鼓励，以敌意的态度细细检查这些文本。
(1)



卡索邦展示了赫耳墨斯文本、柏拉图作品和《新约》段落之间在哲学、神学甚至文本上的相似性。他论证，埃及文本一定是派生的，首先因为《圣经》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古代作家的文本没有被提及过；其次因为它们指称晚期机构，引用希腊化作者。
(2)

 卡索邦的攻击有力地摧毁了目标，即赫耳墨斯文本是一个人的作品，写作于基督时代之前一千多年。但是，卡索邦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后代没有回答拉尔夫·卡德沃思（Ralph Cudworth）17世纪70年代提出的反对意见，即晚近材料的出现并不能使我们否认赫耳墨斯文本是埃及智慧的源泉，因为它们写“在埃及异教及其祭司序列尚在灭绝之前”。
(3)



卡索邦的现代追随者更是没有回应弗林德斯·皮特里制定的规划，皮特里举出具体的历史理由，论证赫耳墨斯文本是一个相对混杂的集合，作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
(4)

 而且，赫耳墨斯文本、柏拉图作品和《新约》的“柏拉图”部分之间不可否认的相似点很容易得到解释，因为它们都源于晚期埃及宗教，以及在这一时期通行于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腓尼基、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希腊观念。

上一章结尾对伊拉斯谟的指称（参见上文此处
 ）表明，卡索邦对赫耳墨斯神智论作为基督教源泉这一观念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攻击不是全新的。但是，卡索邦启示的故事是已经提到的19和20世纪初的科学史神话的完美的语文学对应物：英雄的、孤独的科学天才超越了他的时代，将迷信的黑暗变为科学和理性的光明。

但是，对于这个例子来说，不幸的是，赫耳墨斯神智论和对埃及的激情在整个17世纪继续盛行。而且，当弗朗西斯·耶茨写道“它一举粉碎了……”时，她反映了对神话与现实的混淆；但在下一段她写道：“卡索邦的炸弹没有立刻生效。”稍后，她进一步修正了效果，称：

虽然其他因素在17世纪时对反抗文艺复兴的传统起了作用，但我认为，卡索邦的发现必须被视为将17世纪的思想家从魔术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因素，并且是一个重要因素。
(5)



诚然，17世纪初的哲学家和数学家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使用卡索邦的日期来攻击伊丽莎白时期的魔术家罗伯特·弗卢德（Robert Fludd）的赫耳墨斯神秘主义，但难以论证这一校勘批评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6)

 更可信、更顺理成章的说法是，由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原因，对魔术的信仰在17世纪末衰落了；这一衰落是对赫耳墨斯文本逐渐失去兴趣的一个原因；在对魔术信仰的衰落程度上，对文本古代性的信仰成为总体上增加的怀疑主义的受害者。

无论卡索邦的批评对17世纪的思想整体上有无影响，它对那一世纪的赫耳墨斯神智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一些学者，如基歇尔（Kircher），完全忽略了卡索邦；另外一些学者，如剑桥柏拉图主义者，正视他的批评，但认为赫耳墨斯文本仍然包含古代的、有价值的材料。

祭杀布鲁诺的目的是为了使教会免于直接的挑战。天主教对埃及的兴趣太强烈了，不可遏制，古埃及成为17世纪罗马最有影响的思想和文化人物之一着迷的东西，这个人物就是德国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基歇尔是基督教赫耳墨斯神智论者，他关心的事物包括星相学、毕达哥拉斯乐音学和犹太教神秘哲学等。
(7)

 他对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古代性没有疑问，认为他大约生活于亚伯拉罕时代，他还完全乐于接受埃及关于基督的先兆。正如他所写的：

埃及人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首先创立了象形文字，因此成为埃及所有神学和哲学的王子和父亲，他是埃及人中首要的和最古老的一个……从那里，俄耳甫斯、穆萨依奥斯（Mousaios）、利诺斯（Linos）、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巴门尼德（Parmenides）、墨利索斯（Melissos）、荷马、欧里庇得斯和其他人正确地学习了有关上帝和神圣事物的知识……
(8)



基歇尔对埃及的兴趣不仅在于它是古代神学的发源地，而且在于它是古代智慧的家园，希腊人没有能够保存这一“原初智慧”或“哲学”的大部分。在通用度量衡的问题上，他与伽利略相通信，认为这自然应该是埃及人的度量衡，他还利用他在罗马教廷的权势地位，向埃及派出代理人，从大金字塔的测量来确定通用度量衡。
(9)

 他最大的努力是试图解开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为此他付出了毕生精力和超常的语言天才，他认为，埃及象形文字不仅是古代智慧的容器，而且是理想的文字。基歇尔遵从霍拉波罗的观点，认为埃及象形文字是纯粹象征性的，因此比所有字母文字都优越得多。虽然他尝试破解埃及铭文并不成功，但他意识到，科普特语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可能为破解提供帮助，尽管科普特语据信缺乏语音一致性。因此，就在科普特语作为口头语在埃及行将灭绝之际，基歇尔在罗马系统地建立起了对它的研究。
(10)




 玫瑰十字会：古埃及在新教国家

新教徒也继续对埃及和赫耳墨斯神智论感兴趣。难以捉摸的玫瑰十字会会员17世纪兴起于德国、法国和英国，像布鲁诺——他们可能和他有联系——一样，他们为精英人士提倡一种“真正的”宗教。设计这个宗教是为了避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血腥敌意，这样的敌意在从1618年到1648年蹂躏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如此可怕地爆发了。
(11)

 像16世纪的赫耳墨斯神智论者一样，玫瑰十字会会员或声称为他们代言的人们，倡导由精英来指导社会，这些精英拥有真正的、魔术的和科学的知识，是开明的男人。这样做时，会员们遵从着现在熟悉的序列：从埃及祭司到毕达哥拉斯兄弟会，再到柏拉图式学园。在这方面，弗朗西斯·耶茨可信地声称，正是这一玫瑰十字会的概念潜伏在“看不见的学院”后面，17世纪5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者们看见了这个学院。
(12)



由于英伦三岛共和国有新闻自由，17世纪50年代目睹了对赫耳墨斯神智论兴趣的旺盛复兴。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言：“17世纪50年代出版的帕拉切尔苏斯和神秘化学书籍比此前整整一个世纪出版的都要多。”
(13)

 在攻击相关联的教会和学术制度时，英国的赫耳墨斯神智论开始与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联盟。
(14)



但1660年王政复辟后，许多思想家受到反革命浪潮的冲击，从极端主义立场退缩了。而且，国王精明地接管科学，成为皇家学会的恩主，就像他是国教的首领一样。但是，英伦三岛共和国时期赫耳墨斯神智论的发酵为可敬科学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激励。现在，赫耳墨斯神智论倾向于与17世纪英国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千禧年主义相联系，它聚焦于完善或恢复所有知识的需要；这被视为新千年到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
(15)



剑桥柏拉图学派以亨利·莫尔（Henry More）和拉尔夫·卡德沃思为中心，也来自这一赫耳墨斯和千禧年环境。
(16)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一学派兴盛于17世纪60到80年代，它完全了解卡索邦的批评，但仍然坚持，赫耳墨斯文本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包含了古代智慧的要素。由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将赫耳墨斯神智论的“柏拉图”侧面归因于希腊，对他们来说，希腊人的本质功能是古代智慧的部分传播者。正如莫尔写道：

柏拉图学派……与博学的毕达哥拉斯完全一致，

埃及的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古老的名单，

迦勒底的智慧，时间将它们全都毁坏，

但柏拉图和深邃的柏罗丁一一恢复。
(17)



迄今为止剑桥柏拉图学派最有名的学生是伊萨克·牛顿，虽然他能被有用地视为赫耳墨斯神智论者的程度仍然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18)

 但毫无疑问，正如现代思想史家弗兰克·曼纽尔（Frank Manuel）所言，他也“不受伊萨克·卡索邦的启示的打扰”。
(19)



而且，无论牛顿是否接受赫耳墨斯古代神学，他肯定相信埃及的古代智慧，他认为恢复这一古代智慧是他的使命。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需要确切地测量地球的周长。就他所知，最近没有对于一度纬度的精确测量。因此他只能依靠希腊化时代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及其追随者的数字，但这些数字与牛顿的理论不相符合。他的下一个假定是，虽然埃拉托斯特尼在埃及生活过，但他未能精确地传承古代的测量。因此，牛顿需要重新得到原来的埃及肘尺的确切长度，由此他能计算出他们斯塔德（stadium）的确切长度，根据古典作家的说法，斯塔德与地理纬度有关系。

17世纪早些时候，布拉蒂尼（Burattini），一名为基歇尔工作的意大利人，和约翰·格里夫斯（John Greaves），一名做类似工作的英国学者，花费数年时间，企图得到大金字塔的精确量度。（从古代开始，据信——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大金字塔祀奉了长度、面积和体积的完美单位，还有几何比例，如π和“黄金分割”φ。）格里夫斯回到英国后，发表了他的全部发现，被任命为牛津的天文学教授；牛顿利用格里夫斯的数字推理出，大金字塔是以两个肘尺为基础建造的。其中一个肘尺比希腊人的远远更符合他的需要，但即便是它也不符合他的理论。这可能是因为格里夫斯和布拉蒂尼对大金字塔基座的测量不够精确，因为他们无法穿透基座周围堆积的残骸。的确，直到1671年，法国人皮卡尔（Picard）在法国北部精确测量了一度纬度之后，牛顿才得以证明他的万有引力总体理论。
(20)



这一测量的问题只是牛顿相信古埃及的古代智慧的一个例子。他还相信，古埃及了解原子理论、日心说和万有引力。
(21)

 正如他在他的著作《数学原理》的早期版本中写道：

那些从事哲学的人的最古老的意见是，恒星在世界最高的地方恒定不动；在恒星之下，行星绕着太阳转；地球作为一个行星，每年绕太阳转一圈……埃及人是最早的天象观测者，很可能这一哲学是从他们流传到国外。因为希腊人，一个更沉湎于研究语文学而非大自然的民族，正是从他们及他们周围的民族得到了最初的、最合理的关于哲学的概念；在祭祀女灶神维斯太的仪式中，我们能看出埃及人的精神，他们把平常人无法理解的奥秘隐藏到了宗教仪式和象形文字象征的外表下。
(22)



在这一段话中，重要的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出17世纪关于我们所关心的主题的普通观点。它清楚地表达了牛顿把古埃及人尊崇为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由于这些早期态度的存在，我们惊奇地发现牛顿在生命的最后年份里企图捍卫他在《古代王国纪年增补》中提出的观点。这就是，埃及文明创建于特洛伊战争之前一点，伟大的色梭斯特里斯不过是《圣经》中的示撒（Shishak），他在所罗门时代之后侵略了朱迪亚。从牛顿的观点来看，这一叙述把埃及人诅咒为相对的晚来者，比古老得多的《圣经》传统要低等。但是，牛顿只关心宣称以色列的优先权，他并不想否认埃及是希腊智慧的源泉。因此，将埃及出现的时间后延使他抛弃了所有的希腊纪年，使得希腊人更晚了。
(23)

 在下一章里，我将论证，这一尝试最好被视为像牛顿一样的基督徒和可敬的自然神论者对当代思想史家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
(24)

 所谓“激进启蒙”的反应的一部分。

但是，在论述激进启蒙和共济会改革之前，考虑一下文艺复兴晚期对腓尼基人重要性的信仰或许是有用的。腓尼基人在共济会传说中是如此重要，因为正是半腓尼基人希拉姆（Hiram）建造了耶路撒冷神庙，这个神庙象征着世界，处于共济会仪式和信仰的核心。我们应该记得，虽然埃及语仍然是个谜，被锁在象形文字里，宗教改革后基督徒对希伯来语的研究一度兴旺，并相对迅速地使人意识到，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是同一种语言的可以互相理解的方言。
(25)

 因此，早在腓尼基字母18世纪中期被巴泰勒米神父首次解读之前很久，学者们对这种语言就有相对清楚的概念。

当然，希伯来语一般被认为是人类的原初语言，是亚当和巴别塔的语言。因此，人们在其他语言中，尤其是欧洲语言中勤奋地寻找希伯来词语，这一寻找从今天多数学者认为是词语之间显著的偶合中得到一些鼓励。事实上，一些偶合纯属巧合，但是，正如我在绪言中所说，我相信其他偶合是亚非语言和印欧语言之间发生关系的结果，还有一些通过借用从迦南语或腓尼基语进入了希腊语、伊特鲁里亚语或拉丁语。
(26)



腓尼基人被视为希伯来或其他文化和语言（我们现在应该称之为闪米特的）扩散到欧洲的通道。例如，16世纪的政治理论家让·博丹（Jean Bodin）使用语言学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即所有文明和语言都是从迦勒底扩散出去的。他把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的侵略视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坚持说所有希腊人都源于亚洲、埃及或腓尼基。
(27)

 但是，虽然博丹仍然是受尊敬的政治思想家，他的和类似的语文学理论很快在17世纪之交被约瑟夫·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和卡索邦等学者的工作推翻了——这些学者没有宽泛地测度希伯来联系，直到今天还属于古典研究的经典之列。胡格诺派教徒萨米埃尔·博沙尔（Samuel Bochart）同样是位博学谨慎的学者，却不在经典之列。在17世纪40年代，博沙尔正确地假定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因而调查了地中海周围可信的闪米特地名，他的调查至今无人超越。他还对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迦南语借词进行了严肃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只是到19世纪20年代才不再权威。
(28)




 18世纪的古埃及

牛顿是个关键人物。他来自一个占星术、炼金术和魔术的世界，在他离开的世界里，这些却不再受到尊敬。当然，这一变化也反映了17世纪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变，还有资本主义在英国和荷兰的胜利，以及法国的中央集权制的胜利。在这一新的世界中，没有赫耳墨斯神智论的位置，至少没有它旧形式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古埃及的热情有任何稍减。在从1680到1780的一百年中，这一热情剧增。例如，这一百年早期最有名的小说，费奈隆（Fénelon）的《忒勒玛科斯的冒险》（Télémaque
 ，首次出版于1699年），主人公是一名希腊王子——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尤利西斯的儿子。书中充满了对埃及人的物质财富、伟大智慧、哲学和正义的评论。这些与低等的希腊人形成具体对照，虽然法老色梭斯特里斯喜爱希腊人，仁慈地给了他们法律。
(29)



18世纪中期是埃及热的顶点。正如一名法国作家1740年写道：

唯一谈论的是古代城市底比斯和孟菲斯、利比亚沙漠以及底比斯领土上的洞穴。许多人像熟悉塞纳河一样熟悉尼罗河。甚至孩子们的耳边也轰鸣着尼罗河的瀑布和洞口。
(30)



这名作家大概是基督教对埃及反应的一部分（见第四章）。但在这一阶段，甚至欧洲中心主义的作家也敬重埃及，这些作家在19和20世纪被誉为先驱。博学的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盛行于18世纪初的那不勒斯，他关于历史的浪漫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观点使他在19世纪学者中成为一名英雄，他在许多方面对埃及人抱有敌意。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明确地将犹太人从世俗历史中排除，把他们的历史放置回创世时期。他认为，埃及人只是大洪水之后的最早民族之一。但是，埃及人在他的思想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他坚持说，他关于三个时代的世界历史规划的基础是希罗多德叙述的埃及历史：神的阶段、英雄的阶段及人的阶段。他认为，这些阶段与三种“语言”平行：象形文字、“象征语言”及“书信语言”。他还讨论并接受了卡德摩斯的神话，将它与埃及相联系。
(31)

 孟德斯鸠也被迫承认“埃及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家”。
(32)



正如上面的法国引文表明的那样，英国和法国流行的主流意见似乎是对埃及明白无误的热情。例如，18世纪中期英国最有名的剧作家之一是爱德华·扬（Edward Young），他的埃及系列剧本在后来的世纪中几乎无人注意，这并不让人吃惊。1752年，15岁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写了他的第一篇关于“色梭斯特里斯时代”的历史论文，表现了他对埃及的热情。
(33)



这种有利的意见，还有认为希腊文化来自埃及和腓尼基的延续的信念，转移到了新的不神秘的学术中。1763年，聪慧的巴泰勒米神父，帕尔米拉语（Palmyrene）和腓尼基语的解读者，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对埃及语、腓尼基语和希腊语之间关系的总体思考》。这篇论文中，在基歇尔的基础上（他认为基歇尔的另一项工作很荒诞），他的第一个正确的假设是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一种形式。他还确认了后来称之为闪米特的语言家族，他称之为“腓尼基”。在这两个基础上，他确定埃及语虽然不是闪米特语言，但与闪米特家族相联系。诚然，他的一些词汇证据现在可以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一些科普特词汇源自进入晚期埃及语的闪米特借词，但是，他论证的主线无可指摘，是在代词和语法特征相似性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在此意义上，我们现在应该称巴泰勒米为亚非语系研究的先驱。

巴泰勒米承认，在科普特语和希腊语之间他无法看到这样的语法的相似之处。但是，他相信埃及对希腊的殖民和文明化，坚称“在这一概念和商品的交换中，埃及语不参与希腊语形成是不可能的”
(34)

 。然后他给出了一个从埃及语到希腊语词源的名单，其中有几个——例如科普特语hof，古埃及世俗体ḥf，到希腊语ophis（蛇）——直到今天仍然可信。
(35)



语言学家不是唯一的坚持埃及优先权和中心性的学者。18世纪关于古代神话的标准著作，巴尼耶（Banier）神父的著作，延续了古典和文艺复兴传统，认为希腊和罗马神祇来自埃及人的神灵。
(36)

 在这一世纪末，雅各布·布赖恩特（Jacob Bryant）试图继续博沙尔的工作，但他指出，博沙尔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他忽略了希腊、罗马神话和语言中的埃及成分。
(37)

 布赖恩特因此试图用“阿蒙神”文化（Amonian culture）来解释它们的来源，该文化包括埃及和腓尼基成分。虽然他的工作有许多荒诞的侧面，我相信他的方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失败了，因为埃及语那时尚未解读成功，他也没有使用科普特语。无论如何，他的《一种新系统，或对古代神话的分析》发表于1774年，在18世纪之交时非常受尊敬；它对浪漫主义诗人，尤其对布莱克，是重要的资料读物。
(38)



同样的观点支配了哲学史。我已经提到，欧洲中心主义者如孟德斯鸠将埃及人视为最伟大的哲学家。甚至雅各布·布鲁克（Jacob Brucker）也无法剥夺埃及人“哲学家”的称号，虽然他厚重的哲学史持续攻击了柏拉图、他的埃及老师、他们的秘传性和双重真理。
(39)




 18世纪：中国与重农主义者

17世纪末，欧洲的自信心猛涨。1683年，波兰人在维也纳郊外打败了土耳其人，接着，奥地利很快收复了匈牙利。这些，还有俄国人前进到黑海，解除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威胁。从此开始，欧洲人在海上和在陆上都对亚洲人采取攻势。有了这种安全保证，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现在觉得，在反对封建主义和传统基督教中，可以自由地表现出对于非欧洲文化的喜爱了。迄今为止最受偏爱的是埃及和中国，二者被视为彼此很相似，即便没有直接联系的话。这两大文明不仅仅被视为反欧洲的乌托邦，像土耳其、波斯和休伦人的土地一样，能被抹上某种模糊的一般的高贵色彩，用来讽刺和批评欧洲。埃及和中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因为它们提供了更高更好文明的正面例子。
(40)

 二者都被视为具有巨大的物质成就、深刻的哲学和高等的书写系统。

但他们最吸引人的特征是他们模范的行政管理。他们的统治出于理性，没有迷信，统治者是一群具有道德和智慧、必须经过严格指引和训练的人。一方面，法国世俗的重农主义者感到与中国人更接近：他们愿意把路易十五视为中国皇帝，他们自己是文士。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对法国有重要的文化影响，18世纪中期的许多，如果不是多数的话，中央集权化和理性化政治经济改革都遵循了中国模式。
(41)




 18世纪：英国、埃及和共济会

重农主义者倾向于中国，而更神秘的共济会会员，偏爱埃及人，会员包括启蒙运动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共济会的所有历史都是模糊的，这一组织在18世纪初重组之前的历史更是双重模糊，因为它必须从后来的著作中摘抄出来，而这些著作被刻意扭曲了，以制造出一个神话的发展。但是，特定的部分能够得到认同。共济会本来是中世纪欧洲建造大教堂和其他重要建筑的砖瓦匠的组成秘密社团。在欧洲大陆的多数地方，他们在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以后消亡了；但他们在英国存活下来，尽管具有了很不相同的性质，准许绅士成员入会，开始了所谓“思辨共济会”。
(42)

 但是，甚至在这一变化（它发生在17世纪末）之前，共济会成员就对埃及有特殊的偏爱。

基督徒、百科全书编纂者、历史学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写于620年代的著作《论本源或词源》（Originum sive Etymologiarum
 ）包含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的陈述，认为埃及人为了在边界符号消失于尼罗河洪水之后丈量土地，发明了几何学。对伊西多尔来说，几何学只是七艺之一，但对砖瓦匠来说，几何学具有中心的重要性，因为它与砖石工艺等同。
(43)

 还有，几个中世纪共济会手稿称，欧几里得在埃及为埃及贵族创建了砖石工艺。
(44)

 在摒弃这一古怪的故事之前应该记得，欧几里得整个一生都是在埃及度过的。
(45)



腓尼基人处于共济会神话的核心；在《圣经》中，腓尼基人被牢牢地与埃及人相联系，二者都被列为含（Ham）的儿子。希拉姆·阿比夫（Hiram Abif），所罗门神庙的半腓尼基人工匠，到16世纪时很可能是共济会传说的一部分。
(46)

 据信他在神庙完成后被杀害，到18世纪初砖石工艺重新形成时，他肯定是奥西里斯类型的中心人物。

我已经提到，弗朗西斯·耶茨通过布鲁诺，观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赫耳墨斯神智论者与17世纪玫瑰十字会会员之间的联系。她还在伊莱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这一人物中看到玫瑰十字会与共济会之间的联系。阿什莫尔是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创建者，他请求加入玫瑰十字会，人们知道，他还被接纳为共济会会员。
(47)

 弗朗西斯·耶茨进一步表明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的基本相似点，他们都利用建筑物——所罗门神庙或大金字塔——的测量和比例来象征宇宙的结构，都想创造一群开明的人，他们能够领导世界进入一种更好、更和平和更宽容的生活方式。
(48)

 另一方面，她没有看到后来学者创建的联系，即这一传统和同样圈子里广为流传的千禧年主义之间的联系。许多千禧年信徒相信，在千禧年到来之前，知识必须被重新聚集起来。
(49)

 因此，学者可能是末世论的接生婆。17世纪末英国的“科学革命”发源于这些思想学派。

绅士对于共济会的兴趣在17世纪七八十年代增加了。除了偶然因素如1666年大火灾之后伦敦的大规模重建等，共济会的发展像同时代咖啡馆和男人俱乐部的兴起一样，反映了城市化的工商和地主上层阶级的变化以及人们可以称为复辟宫廷外“亚政治”活动的开始。在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1685—1688），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激进主义复兴了，甚至唤回了一些50年代英伦三岛共和国的幸存者。但是，在这一玛格丽特·雅各布称为——如我所说——激进启蒙的运动中，早一阶段的清教主义和粗糙的千禧年主义被更现代的概念所代替，如自然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

在17世纪六七十年代，无神论主要与托马斯·霍布斯相联系。霍布斯关于利维坦的政治概念不像他的无神论那么令人震惊，其无神论的基础是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的原子论和唯物主义，并参照了在伟大的拉丁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著作中表达最充分的伊壁鸠鲁传统。与此同时，无神论在荷兰一直发展着。但从长期来看，17世纪中期在荷兰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哲学是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受到了犹太教神秘哲学和布鲁诺的影响。
(50)



到17世纪80年代，从赫耳墨斯神智论和玫瑰十字会传统中，一种新的、同样激进的思想力量业已出现。新运动认为需要双重哲学，需要精英超越大众的宗教争吵。应该宽容大众从事他们特定的迷信活动，但受到启蒙的少数人应该牢牢掌握政治和思想权力。

这一总体态度与18世纪英国社会完全相符合。但激进启蒙包括约翰·托兰（John Toland）等思想家，他们不仅从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传统那里汲取了古代神学的概念，而且阅读布鲁诺。托兰吸取了布鲁诺许多关于活物质和世界精神的赫耳墨斯和古埃及宇宙观念，这些观念会导致泛神论甚至无神论。在这之前很久，牛顿本人私下里在物质的主动性或被动性问题上很犹豫，但牛顿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的。它的相应的政治和神学教条依赖于物质的被动性，运动只能来自外部。否则，从神学上说，宇宙就不需要创造者或“伟大的建筑师”，更不用说“修表工”；而从政治上说，英国将不需要国王——托兰完全意识到他的概念的共和内涵。
(51)



思辨共济会建立其传说、仪式和神学的过程中，约翰·托兰是一个中心人物，这其中有许多是1717年融合不同的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组织而标准化、经典化的。
(52)

 但到了那时，运动被可敬的牛顿学说信奉者接管了。甚至，大胆的人物如牛顿在剑桥大学的代理人和继任者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和他的老师不一样，他公开宣称他的阿里乌主义（Arianism），即不相信基督的神圣性，并“蔑视和积极斗争”托兰及其观念。
(53)

 但是，激进启蒙的一些侧面存活于可敬的共济会制度之中，因为它保留了双重哲学的本质精英主义，并用新的形式保存了新柏拉图主义。在那一传统中，普通大众，甚至多数共济会成员遵从部分的信仰，而更高阶层的人们超越了基督教。

对于共济会成员，如同对于赫耳墨斯神智论者一样，隐蔽上帝的名字太神圣，太神秘有力，不能揭示给低等的人们，即普通会员。这个名字叫Jabulon，不让人吃惊的是，这是一个三重名字，前两个音节是Ja和Bul，前者代表Yahwe（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后者代表迦南语Ba＜
 al（巴力）。
(54)

 最后一个名字来自＞
 On，埃及城市>
 Iwnw的希伯来名字，在希腊语中称为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现在是开罗的一个郊区。根据古典作家的说法，赫利奥波利斯曾经是重要的学术中心，例如欧多克索斯曾在那里学习过。
(55)

 对于共济会会员来说，它因此是古代秘传智慧的缩影。
(56)

 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是太阳崇拜的重要中心，尤其与太阳神拉相联系，而太阳神拉到第十八王朝时与奥西里斯相联系。赫耳墨斯文本一再指称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创建的，与太阳紧密相连的完美城市；虽然太阳城（Città del Sole）是布鲁诺的用语，但在他同时代人康帕内拉写的乌托邦作品中这个词更广为人知。
(57)



康帕内拉的城市居民是穿白袍的、纯洁信教的太阳人（Solarians），他们显而易见是埃及人，城市的建筑形成宇宙的理想模式或一种以太阳为中心的行星系统。
(58)

 这里应该记住，共济会意识形态围绕的中心是象征宇宙的神圣建筑物。在太阳城中，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和其他至圣先师被推崇为魔术师，但城市的统治者是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他是太阳祭司、哲学家、国王和立法者。
(59)

 因此，在这一例中，共济会声称他们的传统来自古埃及有事实根据。通过赫耳墨斯文本、布鲁诺、康帕内拉、托兰和/或他的朋友，人们能够追寻一条线索，从他们不可言说的上帝的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到＞
 Ⅰwnw，下埃及太阳神拉的崇拜中心。

逐渐上升的谜团Jabulon——从犹太—基督教到迦南—腓尼基，再到埃及和为上等人准备的奥西里斯仪式——并不意味着埃及对共济会会员的中心性是隐藏的。共济会神庙经常以埃及风格建造——建筑自然对这一组织非常重要——表明“地方分会”（Lodges）应该被视为埃及神庙。他们的象征是18世纪概念中的纯粹逻辑的象形文字。（其中一些，如金字塔和眼睛仍然能在美国国玺和美元一元纸币上看到，它们直接来自埃及。）因此，没有疑问，共济会会员把自己视为柏拉图城邦卫士的继任者以及城邦卫士的模型，埃及祭司的继任者。

如果说与埃及和一些宗教象征相认同的激励来自早一些的传统，那么18世纪共济会会员中关于埃及的一般知识则来自同时代的学术。但在检查这些新的信息源之前，我想看一下法国在这一领域的思想发展。


 法国、埃及和“进步”：古今之争

“进步”的概念自从16世纪就在欧洲存在了，那时人们意识到他们拥有古人不曾有的产品和发明——糖、纸、印刷术、风车、指南针、火药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亚洲引进的。但在1560年到1660年毁灭性的宗教战争期间，这样的观点很难扩散，甚至很难牢牢扎根。但从1670年到1770年的一百年间，经济大扩张，科学技术发展了，政治权力的集权化增加了。受大众欢迎的作家佩罗（Perrault）和法国的“现代人”把路易十四的时代比作奥古斯都的时代，不仅仅是在谄媚，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时代的辉煌和道德比古人的时代要伟大，尤其是比野蛮的荷马英雄时代要伟大。
(60)



把路易十四作为太阳王（Le Roi Soleil）进行崇拜是1661年他满法定年龄时设立的，这也是创造国家崇拜的尝试的一部分，所有法国人，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能团结在它下面。
(61)

 的确，作为三重上帝：阿波罗、赫拉克勒斯和创造者上帝，这一崇拜或比喻显然受惠于路易的年轻和投石党内战的终结。这一崇拜对于凡尔赛的辉煌和教养具有中心意义，还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用被视为地球上最辉煌的宫廷的视觉盛宴和各种享乐来收买贵族。
(62)

 路易作为年轻的阿波罗，是艺术的恩主，作为赫拉克勒斯，他作战勇敢。他是传统的太阳，他作为仪式的“一天”（Journée）开始于正式的lever（起床，升起），结束于同样正式的coucher（上床或落山）；但同时他也是哥白尼式的太阳，行星围绕着他。这一崇拜还有炼金术的侧面。现代历史学家路易·马兰（Louis Marin）指出，路易中心的视觉盛宴，即用烟花将尘土驱入空气，一片光耀照亮了水面，表明他作为太阳能够混合和超越四种基本元素。
(63)



但是，虽然这一炼金术、太阳崇拜、与太阳相联系的神化的君主的组合看起来很埃及，我尚未能够发现二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从伏尔泰那里我们的确知道，除了古代其他君主外，路易尤其被与色梭斯特里斯等同起来。
(64)

 因此，当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期间的法国作家描述古埃及的辉煌景象时，他们在心里一定想着他们自己的社会。

这将我们带回到18世纪支配欧洲思想生活的论争：古今之争。上文提到，关键问题是现代人是不是在道德上和艺术上高于古代人，中心是荷马史诗的道德和艺术质量；应该记住，古希腊人把荷马视为文化上的“国父”。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埃及人代表着真正的古代，但同时，革新者利用埃及的权威来挑战古代的权威如亚里士多德、盖仑（Galen）等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的形象具有双面性。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法国，进步的一面居于支配地位：埃及被与路易十四的法国等同，显然站在现代人这边。

《忒勒玛科斯的冒险》的作者费奈隆是个太油滑的人物，他不让别人看出他站在哪一边。他热爱荷马，崇拜希腊人的素朴，但是，正如我说过的，与荷马时期的希腊文明相比，他表扬色梭斯特里斯时期埃及文明的巨大财富和文化优越性，这明显地把他与达西耶夫人（Madame Dacier）相区别，达西耶夫人翻译了《伊利亚特》，是荷马永恒艺术和完美道德的支持者。
(65)



另一方面，泰拉松（Terrasson）神父则更忠于现代人。他出生在一个有禀赋的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似乎卷入了支配17世纪英国科学的千禧年运动。父亲让他的儿子们接受教育，“以加速世界灭亡”。让·泰拉松成为一个牧师，从17世纪90年代到1750年去世，他一直是法国思想生活的领袖人物。
(66)

 他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担任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在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和人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占有关键位置，所以他支配了18世纪初法国的古代史研究。他1715年发表了对《伊利亚特》的重要攻击，使他站在了现代人的前列。
(67)



狄奥多罗斯是关于埃及及其对希腊殖民的细节化的、持赞成态度的评注者，泰拉松作为他的译者，赢得了名声。但他最有名的著作是首次发表于1731年的一部小说：《塞索斯生平纪事，据古埃及逸闻，译自希腊手稿》（Sèthos，histoire ou vie tirée des monuments：anecdotes de l’ancienne Égypte；traduite d’un manuscrit grec
 ）
(68)

 。泰拉松以简单的伪装声称这是公元2世纪一个不知名的亚历山大人的作品。虽然是伪托之作，小说以注明来源的方式包含了大量从希罗多德到早期基督教教父等古代作家的材料，还有来自小说《埃塞俄比亚传奇》的材料，而这部小说确实是公元2世纪的作品。

泰拉松的主人公塞索斯是在特洛伊战争前一个世纪出生的埃及王子。公元前13世纪实际上有两个名字叫塞提（Sety）的法老（希腊语中称为Sethōs），而特洛伊战争的传统日期是公元前1209年。泰拉松主人公的名字似乎来自托勒密时期埃及的历史学家曼涅托，曼涅托用这一名字称呼伟大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ēsⅡ）——塞索斯一世（SethōsⅠ）的儿子。名字和日期相当精确的事实表明，18世纪学者有时能够有益地利用古典文献来重建埃及历史。
(69)

 但是，小说的结构是虚构的，与费奈隆的《忒勒玛科斯的冒险》类似，讲的都是一个年轻高贵的王子的历险和教育。但它还反映了狄奥多罗斯关于奥西里斯带来文明的征服的故事。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神秘的入门传授后，塞索斯在非洲和亚洲广泛旅游，创建城市，制定法律，后来退休了，加入了一群具备入门知识的内行。
(70)



像《忒勒玛科斯的冒险》一样，《塞索斯》包含许多对埃及文明光辉的评论，而且它比前一本书更进一步，坚持埃及比希腊优越得多。泰拉松把孟菲斯的学园描写为比雅典的学园精致得多，给出埃及人超过希腊人的所有艺术和科学的细节。他利用古典引文，表明希腊政治、天文学、工程和数学的创建者们都在埃及学习过。而且，他还坚称，希腊和埃及神话、仪式之间有密切的类似，希腊人从埃及那里学习了这些形式。
(71)

 他认为，主要的文化传播来自希腊人在埃及学习。但是，他也提到了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的殖民活动，他坚定地把腓尼基人依附于埃及文明的光辉，这很重要。
(72)



《塞索斯》立刻成为共济会关于埃及的标准信息源。随着共济会扩散到整个欧洲和北美，这本书被译成英语和德语，在整个18世纪出版了许许多多个版本。它成为许多剧本和歌剧的源头，多数是共济会的，其中最有名的是《魔笛》。席卡内德（Schikaneder）的剧本和莫扎特的总谱充满了共济会—埃及象征主义。
(73)

 一个多世纪中，《塞索斯》被公开用作共济会历史的来源，而且今天依然是共济会传说和仪式的主要源泉。埃及优先权的传统对这一组织是如此重要，共济会在这个问题上无法服从大众的或学术的流行趋势。正如一名共济会作家在极端亲希腊的19世纪30年代写道：

古代和现代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埃及从前是科学和艺术的摇篮，同时代各民族从它那里汲取了宗教和政治原则。正如博学的迪皮伊所表明的：“埃及像与世界一样古老的一棵树一样，在永恒的混沌中抬起她高贵的头颅，用她的产品丰富了世界的所有部分。她以不同形式和多种面目把她的根部推向后代，但她永恒的本质走向我们，那就是她的宗教、她的道德和她的科学。”
(74)




 作为埃及科学寓言的神话

古代牢牢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神话是把历史事件和自然现象向群众所做的寓言性阐释，因为他们只能理解部分真理。这是双重真理或哲学这一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上文经常提到它。这样，它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7世纪末理解神话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

18世纪偏向常识，这一路径遭到排斥和推翻，弗兰克·曼纽尔敏感地描述了其方式。一些18世纪神话作家，如弗雷列和巴尼耶神父，像两千年前的希腊犹希迈罗斯主义者一样，试图把神话阐释为笨拙地讲述字面的真理。
(75)

 现在据信古人按照表面意义来理解神话，正如其他大陆的当代民族理解他们的神话一样。

与这一变化相关联的因素有日益发展的“进步”感，还有日益增加的始于17和18世纪作家丰特内勒（Fontenelle）的倾向，来复兴人类历史和孩子长大成熟之间的类比，圣奥古斯丁在古代陈述了这个类比。
(76)

 从前认为神话是高等文明的隐蔽符号，现在这完全被推翻了，神话被视为人类童年的诗意表达，其价值不在于它的真实内容，而在于它是人类心理的一个信息源。

尽管有所有这些活动，神话的寓言式阐释，认为它是埃及祭司古代智慧的表达，仍然在共济会会员和玫瑰十字会会员中存活、兴盛起来。曼纽尔表明，它如何在库尔·德·热伯兰（Court de Gebelin）巨大和极其无聊的著作中以印刷的方式复兴。
(77)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学者和革命者夏尔·弗朗索瓦·迪皮伊的著作。

作为20世纪伟大的科学史家，乔治·德·桑蒂利亚纳（Giorgio de Santillana）指出，迪皮伊今天鲜为人知不是偶然的。他的信仰仍然对基督教和希腊作为文化开始的神话形成连贯的挑战，因此他和他的作品不得不被埋没。
(78)

 迪皮伊是杰出的科学家，他发明了旗语，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很积极。他作为学者的伟大名声和他献身于温和的革命原则使他自然成为1795到1799年督政府期间文化事件的指导者，其后拿破仑治下的执政府期间他是立法机构的主席。

迪皮伊最有名的作品是1795年发表的卷帙浩繁的《所有崇拜的本源》。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所有神话和宗教都能追溯到一个来源，即埃及。而且，他相信几乎所有神话都建筑在两个原则中的一个之上：性再生的奇迹和星星及其他天体的复杂运动。虽然神话以堂皇奇幻的用语表达，他认为神话隐藏了内在的科学真理，这只能用科学来解释。他巨大工作的大部分实际上是把神话和天文学详细地相匹配，他对于天文学的了解比任何后来的古典学家要好得多，这对于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来说是不幸的。迪皮伊有两大主题。一个要点是反对基督教，他以大量的细节表明福音书具有近东的神话背景。他认为，基督教是从误解的祭司寓言的废墟中建筑起来的。他的第二大主题是用天文学来解释希腊神话，他遵从希罗多德和古代传统，认为希腊神话基本上是埃及的。这里，他又举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对应或偶合，如赫拉克勒斯十二项英雄业绩等神话与星星每年通过黄道十二宫的运动彼此对应。

弗兰克·曼纽尔认为迪皮伊很有趣，但最终是可笑的。
(79)

 德·桑蒂利亚纳则对迪皮伊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迪皮伊的作品几乎包含了后来关于创始期天文学所发现的一切东西。他只能依赖古典文献，几乎没有正确的东方文本，关于世界的其他部分只有旅行者偶尔的报告……就是用这些不充分的工具，他做出了现代研究者都没有发现的成就。他关于苏格拉底前古希腊哲学的知识比我们能从赫尔曼·迪尔斯（Hermann Diels）那里得到的要广泛得多（迪尔斯是现代学术的圣经），而且避免了猜测的舛误。他的《本源》可以说是极端的，但它合理，连贯，令人印象深刻。
(80)



迪皮伊的观点发表之后20年中非常有影响，被视为与政治挑战即法国大革命平行的意识形态和神学挑战。第五章将探讨基督教对他的攻击的反应，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希腊主义者对他认为希腊依附于埃及观点的挑战。迪皮伊的希腊观表现于诸如此类的陈述：“埃及可以被视为所有神谱的母亲和所有虚构的源泉，希腊人接受和装饰了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似乎没有发明很多。”
(81)




 远征埃及

无论迪皮伊是否直接影响了去埃及的决定，没有疑问的是，他作为重要的思想—政治人物的存在反映了1798年埃及远征前拿破仑圈子里热爱埃及的总体氛围。人们知道的是，他影响了进一步深入上埃及，他认为上埃及是埃及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源头。
(82)



实际上，殖民埃及的计划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很久就制定了，那是在18世纪70年代法国共济会对埃及的热情处于高潮时。虽然远征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没有疑问的是，法国复兴被罗马破坏掉的“文明摇篮”的概念，以及理解埃及秘密仪式的愿望，也提供了重要动机。
(83)



拿破仑本人是否共济会会员并不确定。但毫无疑问，他很深地卷入了共济会事务，他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军官是共济会会员，而且共济会在他的统治下“非常兴盛”。
(84)

 同样清楚的是，他从埃及，很可能通过共济会渊源得到了他的皇家象征蜜蜂。
(85)

 他在埃及一开始的行为也表明了这一影响：例如，他试图超越基督教，成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支持者，他履行职责，进入大金字塔，有过一次神秘的经历。
(86)



整个远征是欧洲对东方态度的诱人的转折点。在许多方面，详细的测量图、地图和绘画，盗窃物品和文化纪念碑以装饰法国，是通过科学探究进行研究和客体化这一标准模式的早期例子，这种模式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特征和19世纪“东方主义”的基础，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如此精彩地描述了东方主义。
(87)

 另一方面，仍然有许多旧的对待埃及态度的遗迹，远征的科学家成员们相信，在埃及，他们能够学到关于世界和他们自己文化的基本事实，而不仅仅关于异族事物，来完满西方关于非洲和亚洲的知识和对它们的控制。

例如，数学家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Edmé-François Jomard）详细测量了金字塔和整个埃及，他的基础是古代文献认为埃及对长度的测量是建筑在对地球周长的详细知识之上的；上文论及牛顿时提到，大金字塔包含了纬度的特定部分。若马尔1829年发表他的发现时（当时希腊主义正处于盛期），他发现的惊人的对应很快被排斥了，因为所谓的不确切。最近更精确的测量表明，他的结论要可信得多。
(88)



甚至在1798年，新希腊主义和浪漫主义已经是重要力量。尽管拿破仑关心共济会，但他基本上是他时代的孩童：他显然以很希腊的方式，把自己想象成亚历山大，他随身带着普鲁塔克的《英雄传》，以提供古典模范。他还带了一本《伊利亚特》，《伊利亚特》的主人公阿喀琉斯曾经是亚历山大的灵感。更直接相关的是一本色诺芬的《远征记》，这本书描写了一系列故事，欧洲的希腊人征服了数量远为庞大的各种各样的亚洲人。这一合适的文本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圣经”，虽然它代替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民主演说和《伊利亚特》成为学习古希腊语的标准入门书花了几十年。
(89)



拿破仑的另一个读物提供了当时浪漫主义趣味的完美样本。它是奥西恩的诗集，下一章将讨论这本书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重要性。最后，还有《圣经》和梵文《吠陀本集》，它代表了浪漫主义对古印度的新渴望，第五章将讨论它。
(90)



像通常一样，拿破仑的位置很戏剧化，但他的处境在那个时代非常典型，他生活在古代模式中，但又卷入了“进步”的新范式和浪漫主义希腊主义。在写于1791年的《魔笛》中，席卡内德和莫扎特依然在庆贺埃及智慧，但那是在遥远的维也纳。西欧的情况则不一样。到1780年，爱德华·吉本以分阶段的渐进方式指称“埃及神学和希腊的哲学”，在此之前，他烧掉了他“年青时”关于色梭斯特里斯的论文，分辩说“在更成熟的年纪我不再敢把希腊古代、犹太古代和埃及古代联系起来，它们在遥远的云朵中消失了”
(91)

 。

在同一个十年，另一名杰出的学者在同样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巴泰勒米神父关于解读腓尼基语和比较科普特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著作上文已经提到了；1788年，在他漫长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发表了《年轻的阿纳卡西斯旅行记》，这将成为他最有名的作品。这个故事讲的是年轻的锡西厄王子在4世纪希腊的旅行，这本小说很博学，注释很多，风格与《塞索斯》非常相似，而《塞索斯》和《忒勒玛科斯的冒险》正是它的灵感源泉。
(92)

 《阿纳卡西斯》的成功与《塞索斯》相等：法语出了四十多版，被译为八种语言。
(93)

 但它迷人地颠覆了希腊的景况。费奈隆的无辜的年轻北方人忒勒玛科斯从希腊来到复杂的埃及，而阿纳卡西斯在一个复杂、堕落的阶段从充满美德的锡西厄来到希腊，但希腊仍拥有高度的文明。

虽然巴泰勒米颂扬了希腊，但他根植于古代模式太深了，无法忽略埃及和腓尼基的文明化角色。在小说绪言中，他认为埃及人作为立法者来到原始的希腊人中。他遵从弗雷列，认为这一事件不仅在凯克洛普斯、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时，而且还要早300年，即公元前20世纪伊那科斯和甫洛纽斯（Phoroneus）时，希腊传统认为后两者是佩拉斯吉人或土著人。
(94)

 而且，他有趣地预期了70年后——即19世纪50年代——伟大的闪米特学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提出的观点，即严酷的闪米特性格及其严酷的一神教来自沙漠里的太阳。巴泰勒米论证，埃及的炎炎烈日及相对比的深厚树荫产生了思想和艺术的严厉朴素，而希腊的耀眼光明产生了更轻松、更有活力的东西：

于是希腊人从丛林中走出来，看到的物体不再笼罩在阴沉可怕的面纱下。于是，在希腊的埃及人渐渐软化了他们绘画中严厉骄傲的表情。两个集团现在成为单一民族，创造出来的语言闪烁着生动的表达方式。他们用色彩装扮了旧有的意见，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朴素，但更加迷人了。
(95)



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巴泰勒米处于转折时期。这就是说，他接受了温克尔曼浪漫主义的新希腊主义观点，认为埃及人僵硬，正式，有点死板，而希腊人被视为笑出声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不像19世纪的人们那么看问题，必须有希腊种族和语言上的纯洁。因此，他接受古代模式关于殖民的描写没有什么困难。

《阿纳卡西斯》不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是逃避现实的重要路径，而且它很可能是法国崇拜希腊的高峰期时最有影响的希腊历史。最有影响的英语书，吉本的朋友威廉·米特福德写的卷帙浩繁的《希腊史》，学术性更为直接。米特福德对希腊的印象比巴泰勒米肤浅得多。作为一贯的保守主义者，他排斥了“进步”的概念，根本不能肯定希腊超越了埃及和近东；实际上，他一般更偏爱后者。《希腊史》1784年出版，直到19世纪30年代它都是这一题材的权威著作。正如他在第一卷中写道：

亚述是强有力的帝国，埃及人口密度很大，由很精致的政府统治着，西顿是富裕的城市，充满制造品，拥有发达的贸易，而此时希腊人尚不了解最明显、最必需的艺术，据说还以橡树果实为生。但是，欧洲第一个走出野蛮状态的国家正是希腊，这一优势完全是由于希腊和东方的文明国度更便于往来。
(96)



米特福德还坚持古代模式殖民希腊的观点：

在很遥远的古代，埃及发生了革命，革命的早期情形不为我们所知，但它迫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寻求外国殖民。克里特的文明和政府很可能得自这一事件。古代希腊得到最好支持的一些传说与埃及在希腊建立殖民地有关系；这些传说与民族偏见如此不通融，与所有已知的历史如此完美地一致，以至它们的基本事实似乎不容置疑。
 （黑体由笔者标注）
(97)



当认为传说和故事是可信的这一观点得以广泛传播时，它们与其他历史模式和外在信息相符合，却不符合报道它们的团体的利益，但这种观点依然非常有力。但是，我们有趣地注意到，更早的时候没有人捍卫古代模式。这是因为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这就是说，传统信仰只有在受到挑战时才被说出来。和许多严阵以待的现状的捍卫者一样，米特福德争论道，所有严肃的学者都同意他的立场，和他一样相信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但他的确承认，一个“更浅薄的”学者，塞缪尔·马斯格雷夫（Samuel Musgrave）认为希腊文化是原地生成的。
(98)

 我们将在第四章集中讨论这一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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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raun（1973，pp．119-27）；Pocock（1985，pp．19-23）.


(40)
  早至1712年，德·拉·克罗兹曾尝试联系两种文字。参见他的书信，引用于Barthélemy（1763，p．216）.最有名的尝试是由de Guignes（1758）和J．T．Needham（1761）做出的。


(41)
  不让人惊奇的是，19和20世纪历史学家很少关注这一极其丰富的领域。但参见Pinot（1932）；Maverick（1946）；Appleton（1951）；Honour（1961）．Raymond Schwab（1950）在这一方面很是误导人；参见下面第五章，注7
 —10
 。


(42)
  R．F．Gould（1904，pp．240-5）.


(43)
  Knoop and Jones（1948，pp．64-6）.


(44)
  关于这些手稿的长篇讨论，参见Gould（1904，pp．262-85）。


(45)
  参见Lumpkin（1984，p．111）。


(46)
  16世纪40年代的《圣经》译本中把工匠称为希拉姆·阿比夫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这一名字在17世纪初的詹姆斯一世钦定本《圣经》中没有出现。


(47)
  Gould（1904，p．243）.


(48)
  Yates（1972，p．210）.这两个信仰也对圣殿骑士具有中心意义，他们将岩石穹顶作为神庙的继承者来崇拜。他们还自视为精英主义者，超越了普通民众的宗教差异，在这里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异。他们自1118年开始活跃，直到法国国王1314年在Acre陷落后作为异端解散了他们，Acre是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最后据点。共济会会员自视为圣殿骑士的后代（Steel-Maret，1893，p．2）。


(49)
  Popkin（1985，pp．xii-xiii）.


(50)
  关于斯宾诺莎和他对剑桥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影响，参见Colie（1957，pp．66-116）。


(51)
  Jacob（1976，pp．201-50；1981，esp．pp．151-7）；Manuel（1983，pp．36-7）；Force（1985，pp．100，113）.


(52)
  Manuel（1983，p．36）.后来的共济会对托兰在工艺改革中的重要角色感到不舒服，这从托兰没有出现在他们的标准历史中可以看出来。


(53)
  Force（1985，p．100）.


(54)
  Knight（1984，pp．236-40）.


(55)
  Diogenes Laertius，VIII．90.


(56)
  Tompkins（1973，p．214）.


(57)
  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见Yates（1964，pp．55-7）。


(58)
  Yates（1964，pp．370-2）.


(59)
  参见Yates（1964，pp．367-73）。


(60)
  关于争论的复杂状况，参见Farnham（1976，pp．171-80）；Furhmann（1979，pp．107-28）；Simonsuuri（1979，pp．1-45）。


(61)
  关于结合两个崇拜的早期尝试，参见Farnham（1976，p．39）。关于建立国家宗教节日的其他尝试，参见Bloch（1924，pp．360-70）。


(62)
  一些思想家意识到满洲皇帝康熙宫廷的更伟大的辉煌（Honour，1961，pp．21-5，93）。


(63)
  Marin（1981，pp．246-7）.


(64)
  Voltaire（1886，ch．32，pp．408-9）.


(65)
  Fuhrmann（1979，p．114）．Dr．Farnham（1976，p．177）夸大了他对荷马和古代人的承担。


(66)
  Beuchot（1854，pp．169-71）.


(67)
  Terrasson（1715）.


(68)
  译者对书名有修正。——译者注


(69)
  Manetho由Josephus引用于Contra Apionem
 ，I．98。


(70)
  Terrasson（1731）.关于对《塞索斯》彻底敌意的评价，见Badolle（1926，pp．275-6）.又参见Iversen（1961，pp．121-2）。关于在18世纪教育小说主题的上下文中对这一点的讨论，参见Honolka（1984，pp．144-54）。


(71)
  Terrasson（1731，esp Bk．2）.


(72)
  Terrasson（1731，Bk．7，p．4）.


(73)
  Chailley（1971）；Nettl（1957）.《魔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伊格纳茨·冯·博恩（Ignaz von Born）的Über die Mgserier der Ägyptier
 ，发表于《共济会期刊》（Journal für Freymaurer
 ）第一卷（1784）。参见Iversen（1961，p．122）；Honolka（1984，p．144）．1773年，莫扎特十七岁时，成为共济会会员之前，他为格布勒的歌剧写了总谱，歌剧的名字是Thamos，King of Egypt
 ，它也是以《塞索斯》为基础的。参见K．Thomson（1977，pp．24-31）；Honolka（1984，pp．142-4）.尽管其剧本不适宜浪漫主义时代，《魔笛》能够留存下来，除了它本身的优点外，似乎还与它是德国第一部重要歌剧有关。在它演出后的若干年里没有人反对它的主题。歌德1795年写了一部续集。参见Iversen（1961，p．122）。


(74)
  Rheghellini de Schio（1833，pp．7-8）.


(75)
  Manuel（1959，pp．85-125）.


(76)
  Manuel（1959，pp．44-5）.


(77)
  Manuel（1959，pp．245-58）.


(78)
  De Santillana（1963，p．819）.


(79)
  Manuel（1959，pp．259-70）.


(80)
  De Santillana（1963，p．819）.


(81)
  Dupuis（1795，vol．1，p．14）.他引用了塔提安，2世纪的亚述人基督徒，写作了Letter to the Greeks
 ，其中提及波斯魔术、腓尼基字母以及埃及几何学和历史写作（第一章）。


(82)
  Auguis（1822，p．10）.


(83)
  Charles-Roux（1929，p．13；1937，p．2）.另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因素是圣路易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对埃及注定要失败的远征这一传统。


(84)
  R．F．Gould（1904，pp．451-5）；Beddaride（1845，pp．96-140）.


(85)
  Iversen（1961，p．132）.


(86)
  Madelin（1937，pp．235-7）．La Décade Égyptrerne
 （1798，vol．1，pp．1-4）；Tompkins（1978，pp．49-50）.


(87)
  Said（1978，pp．113-226）.


(88)
  Tompkins（1978，pp．45-51，201-6）.


(89)
  关于色诺芬作为作家的缺点和《远征记》作为希腊语入门的文本，参见Pharr（1959，pp．xvii-xxxii）。色诺芬的拉丁文对应物是恺撒的《高卢战记》。


(90)
  Madelin（1937，vol．2，p．248）.


(91)
  Gibbon（1794，pp．41，137）.关于他一贯的反犹主义见Pocock（1985，p．12）。


(92)
  关于与《塞索斯》的比较，见Badolle（1926，p．275）。


(93)
  Badolle（1926，pp．397-8）.


(94)
  Barthélemy（1789，pp．2-5）．Fréret的观点见第一章，注92。


(95)
  Barthélemy（1789，p．62）.


(96)
  Mitford（1784，vol．1，p．6）.关于米特福德历史著作的影响，参见F．M．Turner（1981，pp．203-7）。


(97)
  Mitford（1784，vol．1，p．19）.我们现在知道，克里特宫殿文明在米特福德所谓“埃及骚乱”——这肯定是指希克索斯阶段——之前很久就建立了。


(98)
  Musgrave（1782，pp．4-5）.



第四章　18世纪对埃及的敌意

现在，我们接近了这一卷的核心，即最终推翻了古代模式的各种力量的来源，导致希腊代替埃及成为欧洲文明的源泉。我集中讨论这些力量中的四种：基督教反应，“进步”概念的兴起，种族主义的发展，以及浪漫主义希腊主义。所有这些都彼此联系；在欧洲可以与基督教世界相同一的程度上，“基督教反应”与欧洲敌意的延续以及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之间张力的加剧有关。

在“进步”的问题上，我论证，它作为支配性范式的兴起由于两个原因损坏了埃及。埃及的远古性使它位于后来的文明后面；而它长期稳定的历史曾经是受到崇拜的原因，现在却被鄙视为静止僵化。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埃及也受到种族主义兴起的伤害，贬低每种非洲文化的需要也伤害了它；但在18世纪，埃及“种族”地位的不确定性允许其支持者声称埃及本质上原本是“白种人”。与此相对照，希腊即刻在每一个方面从种族主义中获益；它很快被视为“有活力的”“欧洲种族”的“童年”。

这样，种族主义和“进步”联合起来，谴责埃及/非洲的停滞不动，表扬希腊/欧洲的活力和变化。这样的评价和新的浪漫主义完美地相契合，浪漫主义不仅强调地理和民族特征的重要性，以及民族间的绝对差异，而且视活力为最高的价值。而且，希腊城邦比较小，经常很穷，它们的民族诗人是荷马，荷马的英雄史诗与18世纪浪漫主义对北方民谣的激情契合很好，而多数北方民谣极其血腥，像《伊利亚特》一样。这里和语言一样，我们看到希腊和北欧之间的特殊关系，只是由于希腊位于地中海东南部的地理位置和古代模式，这种关系遭到破坏，古代模式强调希腊与中东的紧密联系。总之，埃及和中国、罗马一起，是启蒙运动的模范，而希腊与不那么重要的，但在生长中的18世纪思想和精神潮流浪漫主义联盟了。


 基督教反应

这里，必须强调，在我们所讨论的几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基督教和埃及“双重”哲学之间的张力或“矛盾”不是列宁主义或毛主义意义上的“对抗性的”。赫耳墨斯神智论和共济会作为局限于精英者的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社会、政治甚或宗教现状。但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单一神教排他性的声称使得人们很难容忍任何种类的不一致，两个传统之间有过激烈竞争的阶段。

第二章提到了早期教会血腥无情地破坏了诺斯替教和新柏拉图主义。但在15和16世纪，教会一般容忍甚至鼓励柏拉图主义和赫耳墨斯神智论。处死布鲁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他大胆攻击了犹太—基督教传统，并呼唤回归埃及宗教。而且，把布鲁诺烧死之后并未禁止研究埃及，而是鼓励和大规模赞助弗朗西斯·耶茨所称的阿塔纳修斯·基歇尔的“反动的赫耳墨斯神智论”，或者更宽容地说，是教会支持的“埃及学”，包括基歇尔建立的科普特研究。
(1)

 虽然赫耳墨斯神智论和玫瑰十字会在北欧的知识圈子中经常很有影响力，但它们在德国的三十年战争中、法国的投石党叛乱中以及英国和荷兰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天主教和新教或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之间的宗教斗争与赫耳墨斯神智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关系。

如我所述，新柏拉图主义和赫耳墨斯神智论常常是温和派支持的哲学，尝试超越当时剧烈的政治和宗教斗争。与此相似，与托马斯·霍布斯相关联的原子无神论是在对互相竞争着的各种宗教绝望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17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国，温和派如拉尔夫·卡德沃思关心着两大敌人，天主教的迷信和清教的狂热，他们把柏拉图主义视为二者的解毒剂。
(2)

 它不仅超越了宗派论争，而且它内在于世界之中有光或生命的教条削弱了狂热派或受神灵启示的信仰者垄断圣灵的声称。进而，卡德沃思相信，无神论的危险来自埃及—柏拉图式的精神与物质的认同，或者造物主和创造本身的认同。
(3)



牛顿的思想就是在这一氛围中形成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情景中看待上一章提到的他早年对埃及人的仰慕。但是，他对埃及的态度在17世纪90年代有过剧烈改变，他生命的最后年份忙于编年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古代王国纪年增补》。上一章提到，在这本书中，牛顿在《圣经》和天文学的基础上证明，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关于古代性的声称被大大夸张了，而以色列人存在于其他所有民族之前很久。

韦斯特福尔（Westfall）教授——牛顿最近的传记作者，称这本书是“极其沉闷之作”，认为牛顿“写了一本没有明显意义和明显形式的书”。韦斯特福尔能给出的唯一解释是它含有隐藏的自然神论的信息。
(4)

 但牛顿的多数著作都是如此，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为牛顿为《纪年》付出的巨大劳动提供了充分的动机。的确，可以论证，它是牛顿写过的最正统的著作：威廉·惠斯顿可以被描述为牛顿的自然神论良心，但他像法国无神论者弗雷列一样猛烈攻击了《纪年》。
(5)

 而且，正如韦斯特福尔所指出的，到他生命结束时，牛顿已经被当权者有效地收买了。因此，我认为，把《纪年》视为现代思想史家波科克（Pocock）教授所描述的“卡德沃思尝试的完全翻转，以展示古代思想与基督教神学自然相合”，是更有用处的。

波科克把这一点部分归因于“斯宾诺莎的影响”，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如历史学家科利（Colie）教授所表明的，卡德沃思到17世纪70年代完全意识到斯宾诺莎的思想，他的伟大著作《宇宙的真正知识系统》包含了对斯宾诺莎立场的攻击。
(6)

 这并不否认，在卡德沃思的著作1679年发表之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继续削弱了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可能性。但是，1688年
(7)

 “光荣革命”后的新因素是托兰和激进启蒙。总之，我认为，牛顿的晚年著作和他推迟了埃及和其他古代民族的古代性一般应该被视为“可敬的”自然神论和基督教辩护，以反对激进启蒙及其对埃及和东方古代性的利用。如同16世纪的布鲁诺一样，基督教与神秘的埃及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和平共处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部分时间里延续着，但在17世纪90年代落下了帷幕，基督徒开始反攻了。


 “三角”：基督教和希腊一起反对埃及

对牛顿主义的辩护将希腊研究与基督教结盟，这把我们带到了本卷的中心议题，它不是埃及和《圣经》之间的二元冲突，而是基督教、埃及和希腊之间的三角关系。在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斗争主要存在于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由于这一阶段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主流文化是希腊的，宗教的基础是埃及的，所以基督徒和异教徒——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把埃及、东方和希腊之间的区分视为相对不重要。另一方面，犹太人如约瑟夫斯（Josephus），早期基督教教父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和塔提安（Tatian）针对希腊人赢得了分数，他们指出，与埃及人、腓尼基人、迦勒底人、波斯人等等，当然还有以色列人的文明相比，希腊文明是晚近和肤浅的。他们还强调，希腊从更久远的诸民族那里进行了大量文化借用。
(8)



在为基督教辩护的过程中，将希腊人与埃及人、迦勒底人和其他人相对立的可能性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我已经指出，伊拉斯谟16世纪初对赫耳墨斯神智论的敌意本质上与他反对魔术、为基督教和宗教辩护相关联。但伊拉斯谟还是纯正拉丁文和研究希腊文的支持者。
(9)



在这几十年中，德国人意识到德语和希腊语之间惊人的相似。二者的名词都有四个格，而拉丁语有五个格。二者都使用定冠词，都大量使用小品词及与动词一起用的介词。在宗教改革后，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二者的关系紧密了许多，希腊语和德语有了新的形象，即新教的两种语言。路德以希腊文的《新约》与罗马教会做斗争。希腊语是神圣的基督教语言，新教徒可以可信地声称它比拉丁语要更正统，更真实。随着宗教改革传播到英格兰、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一种感觉形成了，即说日耳曼语的民族比说罗曼语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要“更好”和更“有男子汉气概”，这些民族的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比拉丁语高等，与希腊语平等。正如一位17世纪英国作家所述：

我们的语言是日耳曼语的一种方言，虽然当时仅仅处于婴儿期，但与其说发育不全，不如说充满希望，在重要的和根基好的词根和原词方面最富有，最富于果实，而且有能力、适合于从这些词根扩散到与希腊语一样的派生词和复合词的多枝，完全超过了拉丁语及其子嗣方言的能力……
(10)



在整个16和17世纪，希腊研究兴盛于新教学校和大学中。例如，17世纪法国主要的希腊主义者有多少人——包括伊萨克·卡索邦和达西耶夫人，我讲到荷马崇拜时会讨论后者——作为胡格诺派教徒长大是令人吃惊的。
(11)

 从利用希腊语来攻击罗马天主教的迷信，不多远就是利用它来反对埃及魔术。但是，卡索邦对赫耳墨斯文本古代性的批评并未将理性的希腊与魔术迷信的埃及相并列。它是用解读希腊文本的批评方法来推翻埃及智慧的古代性及其价值。

70年后，理查德·本特利用了一种类似的方法。本特利生时担任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十分专制，遭人嫉恨，但他在古典学的历史上是一名英雄，因为他是早期希腊语的第六个字母的发现者，更确切地说，他发现了以下事实：在一些希腊字母表中写作F的w音在荷马和其他希腊方言中存在过，尽管在这些方言中这个音没有被记录下来。本特利的发现表现出高超的智谋，他观察到，在特定的例子中，以元音开头的词和前面的音节在一起，并不省略或共存。他因为缜密的批评性学术更加受到尊敬，这些学术在他生时并未受到特别欣赏，但后来给予他名声，使他成为所有时代英国最伟大的古典学家。
(12)



理查德·本特利还是使牛顿物理学通俗化，并详细说明其神学和政治内涵的第一人：由于物质本身不能移动，需要有一位神灵——其秉性通常是规律的——来创造和维持宇宙，正如辉格党君主立宪制需要一名国王一样。本特利1692年时提出了这一规划，当时他正在讲一组布道文或讲座的第一系列，著名的英裔爱尔兰化学家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爵士创立了这一讲座，以反对“臭名昭著的异教徒，即无神论者、有神论者、异教徒、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
(13)

 本特利几乎没有提到最后两者。他关心的显然是前三者，尤其是激进启蒙。他特别关注的是共济会激进思想家和先驱约翰·托兰对布鲁诺有生命的物质这一埃及概念的利用，激进分子曾用这一概念来攻击牛顿物理学。本特利及其圈子似乎也了解托兰的共和主义。托兰完全意识到他的物理学和他的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
(14)

 本特利利用自己杰出的智力和古典学术，不仅阐释了牛顿系统及其内涵，而且质疑了指称埃及、东方智慧和天文学的希腊文献的可靠性及年代。
(15)

 由此，他试图剥夺托兰和激进分子一个最有力的合法性来源。

但是，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牛顿和本特利的联盟，以及新科学和批评性古典学术联合起来保卫现状。这两个人总是处于阿里乌教义或自然神论的边缘，如果没有超越的话，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他们，成为基督教统治集团两个最有效的捍卫者。
(16)




 希腊和基督教的结盟

基督教和希腊之间更为正统的结盟存在于约翰·波特（John Potter）的著作中，他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文法学校学习时与本特利是校友，但比本特利年轻，后来他做了坎特伯雷大主教。1697年，波特出版了四卷书，讨论希腊政治机构和宗教，这本书及其新版一直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直到1848年被史密斯（Smith）博士的《辞典》所替代。
(17)

 波特不仅坚称，雅典和希腊其他地方不一样，从未被野蛮人征服过，而且认为，希腊文化和机构来自雅典；波特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卢克莱修。
(18)

 这样，他能够把希腊从近东剥离出来，却并不挑战关于侵略的古代权威。

这一张力也存在于他对希腊宗教的处理上。这里，虽然他试图把色雷斯提到平等的地位，他承认宗教来自埃及，但继续把它视为似乎纯粹希腊的。
(19)

 在整个18世纪，人们发现了类似尝试，尤其是在基督教辩护士中，试图调和贬抑埃及、提升希腊的愿望与面对古代模式的无能为力。


 针对埃及的“进步”

英国激进启蒙的支持者们利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性来支撑他们的立场时，像法国现代派一样，他们感觉自己是“进步的”。但从长远来看，埃及必定要从“进步”新范式的建立中衰落。这带来的转变可以从以下对比中看到：牛顿18世纪10年代攻击埃及和东方的古代性，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主教18世纪30年代采用了很不相同的方法。沃伯顿将他的《摩西的神圣使节》视为针对自然神论者、斯宾诺莎主义者、泛神论者的斗争的一部分，这些人与基督教的对立他追溯到了新柏拉图主义者。
(20)

 这样，沃伯顿在攻击激进启蒙时，给予了为基督教辩护一个进步的优势。正如波科克描述他的立场说：

他远远没有认为现代哲学以其怀疑主义威胁了宗教，却很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在现代性中哲学才获得了与信仰相一致的神圣和中道。在沃伯顿看来，即便是现代的非宗教——他把这与雅各布的激进改革［启蒙］等同起来——也似乎是古代哲理化方式的拟古主义复兴。
(21)



沃伯顿关于埃及宗教的观点本身是倒退的，离牛顿的观点相去不远。他在18世纪30年代写作时，无法否认埃及宗教曾经是崇高的一神教，但他认为它已经堕入了惊人的偶像崇拜。在弗兰克·曼纽尔描述一位主教“与埃及祭司阶层的团结一致”时，他把这一腐化归罪于政治家。
(22)

 但在沃伯顿眼中，优先权不是优势。他猛烈抨击了牛顿的时间表，即便这使得他与如此臭名昭著的自然神论者如威廉·惠斯顿和无神论者如尼古拉·弗雷列等并列起来。
(23)



在沃伯顿看来，希腊人来得比较晚的事实反而使他们更好。他们超越了自己的老师们。虽然他被迫承认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习了神的名字及其仪式，但他强烈否认二者完全一样。
(24)

 他还坚持认为，虽然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了21年，但他是在回到希腊后才阐明他的定理的。在此基础上，他论证说埃及人不会假设——这一准则至今仍然存在。

雅各布·布鲁克，18世纪中期德国伟大的哲学史家，对于古埃及表达了类似的矛盾态度。
(25)

 布鲁克无法否认埃及人曾经是哲学家这一巨大的古代传统，但他认为，更确切地说，埃及人应该被称为发明和操纵了寓言的“神谱学者”。根据他的观点，真正的哲学始于“前苏格拉底的”爱奥尼亚人，但与神谱的真正决裂始于苏格拉底本人。布鲁克认为，苏格拉底的胜利在于他（波科克教授如此写道）

放弃了认识自然的尝试，而以尊敬的怀疑主义态度视之，哲学则集中于它正当的目标，即发现导向理解真正上帝的道德真理。
(26)



但是，柏拉图背弃了这种反科学的“哲学”，不幸的是，他在西西里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一起学习过，在埃及和祭司一起学习过。布鲁克认为，柏拉图重新引进了爱奥尼亚人和苏格拉底试图与之决裂的寓言、诗歌和奥秘性。
(27)

 这样，布鲁克通过在苏格拉底和他忠实的弟子、传记作者柏拉图之间划上一个不太可能的无条件的分裂，得以声称希腊人的高等，同时保留古代的观点，即所有种类的柏拉图主义基本上都与埃及传统密切相关。


 作为“进步”大陆的欧洲

17世纪80年代土耳其人战败和对牛顿物理学的普遍接受改变了欧洲的自我形象。在后牛顿的世界中，作家如孟德斯鸠开始把东方“智慧”与欧洲“自然哲学”相对照，上文提及孟德斯鸠称埃及人为最伟大的哲学家。
(28)

 孟德斯鸠1721年时写了这样的话；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欧洲的经济和工业取得进步，并扩张到了其他大陆，因而欧洲高人一等的概念发展起来了。

但是，这一立场远远不是19世纪帝国主义胜利所产生的立场，因为18世纪的欧洲没有人能够声称欧洲创造了自我。然而，人们认为，欧洲现在比任何其他大陆要先进得多，这里有一个密切的类比，即公元前4世纪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与更古老的诸文明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经常引用柏拉图或他的一个学生写的《伊庇诺米篇》，在描述和表扬了埃及和叙利亚天文学后书中写道：“让我们注意到，希腊人无论从外国人那里借用了什么，最终都把它们变成了更好的东西。”
(29)



文化上处于边缘的民族，如英国、德国、日本、朝鲜或越南，经常出现这样的声称，即引进的技术、概念或美学风格增加了某种不可言状的性质。当面临着规模如此巨大的外来借用以至无法否认时，或者当借用与文化或“种族”高等性的等级相反时，文化骄傲必须得以维持。
(30)

 正如通俗作家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74年在《地球史》中所写，他惊人地意译了《伊庇诺米篇》：“可能由人类中其他种族发明的那些艺术在那里［欧洲］才得以完善。”
(31)




 “进步”

人们常说，18世纪关于“进步”概念最清楚的表达存在于孔多塞（Condorcet）写于1793年的《人类精神进步历史概观》。但是，孔多塞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多数观点早已被阐明了，就在1750年，19岁的阿内·罗贝尔·杜尔哥（Anne Robert Turgot）所做的演说《论人类精神的逐步进步》中。杜尔哥后来成为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部长，与当时重要的重农主义者关系密切，提倡中国的经济观念。后来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者。在他的上述演说和未完成的历史草稿中，他关于“进步”的观点异常清晰。
(32)



这些观点不仅本身很重要，而且对杜尔哥及其同时代人关于埃及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观点有影响。根据新的范式，这些文明随着人类精神的“进步”，必须被视为逐渐上升。但是，如同所有的历史进化论——显著者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述——一样，每一步骤开始被视为有益于“进步”的，但后来堕落了，成为新生力量的对立面。因此，杜尔哥认为埃及和中国一开始具有先驱意义：“它们向着完美，大跨步地前进。”
(33)



埃及人和中国人被视为数学家、哲学家和玄学家。不幸的是，在这两种文明中，迷信和祭司的教条主义消耗了这些“科学”的元气。正如沃伯顿主教在这个问题上，基于“神职人员的团结一致”试图为祭司开脱一样，像杜尔哥和孔多塞等知识分子很高兴又有了一根棍子来打他们，因为在这里和现代世界一样，堕落的因由可以主要归罪于祭司。
(34)

 但是，杜尔哥和崇拜当时中国的重农主义者不同，他宣判中国属于过去；“进步”规划的这个部分使他与关于埃及人的旧的、倒退的图景很接近：埃及人曾经拥有——很可能从以色列人那里——纯洁真正的宗教，但后来失去了。

杜尔哥还把堕落视为埃及和中国政府专制主义的后果。孟德斯鸠把它归因于灌溉所引起的道德进步，但杜尔哥像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埃及和中国的政府不像它们的炎热气候所决定的那么坏，也不像穆斯林形式实际上是的那样。
(35)

 像布鲁克和18世纪多数思想家一样，杜尔哥将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及——他暗示——柏拉图本人归入堕落的亚洲玄学家的行列中。
(36)

 在他看来，人类精神进步的高级阶段开始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直接延续到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
(37)

 至于希腊，杜尔哥相信，尽管这个国家的不统一和自由鼓励了他，“只是在许多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看到希腊出现哲学家”
(38)

 。

杜尔哥认为，古希腊真正的光荣在于诗歌，这直接源于希腊语言的丰富。这种丰富所以产生，是因为

腓尼基人居住在干旱的海岸，让自己成为民族间交往的媒介。他们的船只遍及整个地中海。他们开始从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散布，天文学、航海和地理学彼此完善。希腊和小亚细亚的海岸充满了殖民地……这些独立的殖民地和希腊的古代诸民族相混合，和相继入侵的蛮族的遗留相混合，从这些混合中希腊民族形成了。……在这些多重混合中，这一丰富的语言形成了，它响亮，富于表现力，是适用于所有艺术的语言。
(39)



为了支持腓尼基人，而大度地否认埃及人，这表明了二者相对重要性方面的未来态度。从别的方面来说，杜尔哥的陈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研究（论及巴泰勒米时上文已经提到），杜尔哥的规划还反映了法语来源于凯尔特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的混合。
(40)

 但是，这一点并不影响它的相对可信性，希腊语像理想化的德语一样，比较“纯洁”，这一同样主观的形象则不那么可信。纯洁的图景极端不可能，不仅仅基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而且基于语言的因素，如同杜尔哥所指出的。

杜尔哥及其同时代人虽然宣称并表述了“进步”的新景象，但他们仍然尊敬埃及人和腓尼基人，从未质疑过他们曾经在希腊殖民并使之文明化的传说。
(41)

 但是，“进步”范式的引入最终对于埃及人的名声是致命的。他们的古代性从前一直是他们的一个主要优点，现在则成了不利条件。

埃及衰落的反面是希腊地位的提升。但在论述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在推翻古代模式中帮助了基督教反应和“进步”范式的两种力量：种族主义和浪漫主义。


 种族主义

所有的文化对面目不寻常的人们总有一定程度的成见，更经常的是偏见。但是，自从17世纪以来，北欧、美洲和其他殖民种族主义的烈度和普遍性超过了正常值如此之多，它们需要一些特别的说明。

16世纪是北欧人和其他大陆的民族进行经常性接触的第一个世纪，很难说16世纪以前种族主义是不是不同寻常地强烈。在早期的关于所谓谋杀小休爵士（Little Sir Hugh）的反犹主义歌谣中，邪恶的犹太人似乎并未被视为黑肤色的。
(42)

 甚至有可能，随着诺曼征服以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涌入，黑肤色享有高贵的地位，早期民谣有时把贫穷漂亮的姑娘和富有黝黑的姑娘相对照。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漂亮姑娘”被视为道德上优越，两姐妹的歌谣有非常古老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先例，它们强调与漂亮的好姐妹相对照的黝黑的坏姐妹。
(43)



还有，到15世纪，毫无疑问，黝黑的肤色与邪恶、劣等之间建立了清晰的联系，此时人们对新近到来的吉卜赛人既怕又恨，一方面因为他们肤色黝黑，另一方面因为据说他们性能力很强。
(44)

 无论这一对皮肤黝黑的“他者”的担心和憎恶在中世纪的北欧是否非同寻常地强烈，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一种更清晰的种族主义在17世纪50年代后生长起来，而且它被北美的日益殖民化大大强化了，这是由于殖民化的双重政策：将本土美洲人赶尽杀绝，将非洲人奴隶化。这两个政策对新教社会提出了道德问题，因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个人自由是新教社会的核心价值，只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才能消除它们。

最经常用来为奴隶制辩护的古典作家是亚里士多德，亚氏详细阐述了他对奴隶制的支持。人们求助亚里士多德，与他的作品浸透着希腊人比其他民族天生优等的信念有关系：

居住在寒冷地区和欧洲的种族充满勇气和热情，但有些缺少技巧和脑力；因此，虽然一般是独立的，但它们缺乏政治团结和统治他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亚洲的种族有头脑和技巧，但缺少勇气和意志力，所以它们被奴化，被统治。而古希腊种族地理上处于中间位置，两方面都具有。所以它一直是自由的，拥有最好的政治机构，而且如果有了单一的政体，能够统治别人。
(45)



就这样，亚里士多德将“种族优等”与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奴性倾向”的民族。

对“种族”差异类似的观念也处于17世纪末辉格党哲学家约翰·洛克思想的核心。没有疑问的是，洛克亲自介入了拥有奴隶的美洲殖民地，他像18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一样，我们现在应该称之为种族主义者。这些态度是否影响了他们的哲学更值得讨论，但哈里·布拉肯（Harry Bracke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这有可能的论证看起来很可信。
(46)



洛克一贯诋毁本土美洲人，这对他的政治观至关重要，因为土著人居住的土地需要提供一块荒地，供英国人和其他殖民者使用。如此殖民的可能性对下列论点是必需的，即人们可以选择是否加入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显然有许多不平等。
(47)

 洛克拒绝维护同一民族内部的奴化，仅仅称这种奴隶制为“贱役”。对他来说，如同对于当时的多数思想家，只有当奴隶制是战俘的结果，作为正义战争中正当的死亡的另外一种选择时，奴隶制才是可以维护的。
(48)

 例如，基督教欧洲对异教非洲人和美洲人的攻击被分类为“正义战争”，因为后者不是在保卫他们的财产，而只是“荒地”而已。进而，洛克有个奇特但方便的想法，即非洲人和美洲人并不从事农业，而他认为，只有耕作才能取得对土地的权利。
(49)

 总体规划允许欧洲人蓄养黑人奴隶。而且，大量非洲奴隶的存在本身使人们相信，它们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天生奴隶”。

到17世纪80年代，实际上有一种广泛传播的意见，认为黑人在“巨大的存在之链”上仅仅比同样来自非洲的黑猩猩高一个等级。
(50)

 洛克的唯名论使得这类思想更容易了：他否认“种类”的客观有效性，而认为它是主观的概念，他尤其怀疑不方便的类别“人类”：

我认为，我们现有的“人类”一词的定义中，或者那一类动物的描绘中，没有一个是如此完美和精确，以致使得周密爱问的人们满意的；更不用说共识了……
(51)



这一立场不仅与《圣经》中“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而且与笛卡尔认为的不思想的动物和思想的人类之间的本质区分形成鲜明对照。就这样，经验主义去除了种族主义道路上应该承认是脆弱的屏障；但是，经验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52)



再重复一下——确定的是，洛克和18世纪多数说英语的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公开表达了流行的观念，即黝黑的肤色与道德和精神上劣等相联系。在休谟一例中，种族主义如此超越了通常的宗教，他成为下列观点的先驱者，即人类被创造了不止一次，而且是有许多次不同的创造人类，因为“如果自然没有在不同种族间制造原初的区分，如此一贯恒常的分别不可能发生在如此众多的国家和时代”
(53)

 。种族主义对1700年以后欧洲社会的中心意义可以在以下事实中表明：这种关于人类起源“多源论”的观点在19世纪初继续生长，甚至在基督教复兴后继续发展。

在18世纪的法国，种族主义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亚里士多德式、假柏拉图式的种族方面的气候和地形决定论在16世纪浸透了让·博丹的作品，18世纪的孟德斯鸠重新激活了它。
(54)

 孟德斯鸠1721年发表《波斯人信札》，一举成名。在一个层面上，他用显贵的波斯人来批评和讽刺欧洲；在另一个层面上，他把欧洲的形象创立为“科学”和“进步”的大陆。这一优先性被解释为她有益的、温和的气候的结果。他支持欧洲、对亚洲和非洲抱有敌意的观点在他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中更为明显。
(55)



卢梭在他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猛烈攻击了任何对于奴隶制的辩护。另一方面，他遵从了地理决定论学派，相信一个民族的品德和政治能力取决于气候和地形。他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对埃及和中国显著地几乎没有兴趣。后来的浪漫派都有这个特点，他们几乎总是偏爱北欧雾蒙蒙的山，把北欧视为人类美德的真正储藏地。


 浪漫主义

除了为基督教辩护和“进步”的概念外，我相信种族主义是推翻古代模式的第三大力量；第四大力量是浪漫主义。大致说来，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和共济会传统相对，认为理性不足以处理生活和哲学的重要方面。浪漫主义关心的是地方和特殊的东西，而非全球和一般的东西。还有一个过于简化但有用的对比，即18世纪启蒙运动对稳定和空间的安排充满兴趣，而浪漫主义对运动、时间和历史中“进步”的发展富于激情。启蒙运动成就的突出例子是对世界海岸线的精确绘图，林奈（Linnaeus）对自然物种的系统安排，以及据认为要永远存在下去的美国宪法。

从1790年到1890年浪漫主义兴盛的时代，除了自然科学领域非同寻常的成就外，对历史也有强烈的兴趣，两者中使用的主要模型都是“树”。树木将要出现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印欧语系语言学和19世纪多数历史书中，它提供了理想的浪漫主义意象。树木根植于自身的土壤，所在的气候供给它营养；与此同时，它生机勃勃，向上生长。它一直向前进，从不回头。正如上文提到的历史作为传记这一意象一样，树木有着简单的过去，错综复杂的、分枝的现在和未来。当然，树木的意象在描述欧洲和希腊历史时有种种不足，我下文会回到这一论题。
(56)



应该记住的是，虽然卢梭影响巨大，浪漫主义在法国从来不如在英国和德国那么强大，我们应该在英国和德国寻找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德国。18世纪初期，德国经历了它最为痛苦的民族身份的危机之一。与法国、荷兰和英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德国，三十年战争1648年结束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军事动荡、政治分割和经济落后连续不断。在同一时期，法国在军事上和文化上崛起，以致要成为“新罗马”，能够吸收整个欧洲。
(57)

 德国宫廷的语言和文化是法国的，包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宫廷；18世纪上半期德国出版的多数书籍是拉丁文和法文的。因此理所当然有一种担心，17世纪末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和后来的爱国者表达了这种担心，认为德语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可以用来进行文化和哲学对话的语言；它甚至会像法国的早期统治者说的日耳曼法兰克语一样，在法语来临时完全消失。德国文化和德意志民族被视为处于极端危险中。
(58)



德国浪漫主义者对这一危机最重要的反应是试图让德国人回归他们的文化根基，并在德国土壤和德国人民中创造真正的德意志文明。新的浪漫主义和进步的观点认为，民族现在必须放到它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考察。属于土地及其民众的种族精神根据时代精神，或用18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术语来说，Zeitgeist，来变换它的形式；但一个民族总是保持它不变的本质。浪漫主义运动这一侧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在新希腊主义和语言学的发展方面也很重要。赫尔德本人保留在启蒙运动的普适性范围之内，认为所有民族，不仅是德国人，应该得到鼓励，去发现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精神。
(59)

 但是，他的观点中及其他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包括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施莱格尔兄弟的观点中明显的对历史和地方特殊性的关注以及对理性或“纯粹理性”的蔑视，为此后两个世纪中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奥西恩与荷马

一个“种族”最为纯洁的两个本质被视为是语言和民歌。作为声音它们属于时间，而非空间。它们不是稳定的，而是移动的，如果不是“活着”的话，它们被视为传达感情，而非理性。而且，它们不仅是整个种族的表达，而且是这个种族最典型、最有活力的阶段，即“童年”或原始阶段的表达。所以在此我们聚焦于民歌和民谣。



在对歌谣、史诗及其与民族关系的关注中，德国运动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来自苏格兰。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的法案，1715年和1745年打败老觊觎王位者及其儿子漂亮王子查利（Bonnie Prince Charlie），以及苏格兰高地的盖尔人文化遭到破坏，迫使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重大的重新调整。说英语的上层阶级苏格兰人很快发展了一种对民族主义的安全的文学升华，其中有对素朴的、落后的、遥远的东西的崇拜以及对失落的纯真的恋旧。
(60)

 对此，主要的艺术表现是真正的或新近制造的民谣或民歌。

这一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产品显然是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伪造的盖尔语全套史诗，据称是3世纪诗人奥西恩所作，主题是他父亲的英雄事迹。《奥西恩》1762年出版，虽然很快被揭露为伪作，但它在出版后半个世纪内一直是欧洲阅读最广泛的诗歌。第三章提到，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携带了这本书。在《奥西恩》之前，珀西（Percy）主教出版了他的《英诗辑古》。这一真正苏格兰和英格兰边界民谣的集子也在整个欧洲影响广大，尤其是在德国，这个集子激励赫尔德倡导了收集和出版民歌的新运动。
(61)

 民歌运动与歌德发起的小说狂飙运动结合到了一起［德语中小说叫Romane，“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即得名于此］。

在18世纪晚期的多数时间里，奥西恩被视为比荷马要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荷马不受欢迎。荷马在古希腊享有很特殊的位置：他是大写、唯一的“诗人”，他的史诗对所有希腊教育和希腊所以成为希腊具有中心意义。
(62)

 在罗马，希腊式教育总是从荷马开始。在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柏拉图—埃及传统居于优势地位，对荷马仍有相当关注，尤其是在新教学者中，他们认为希腊语是神圣的、非罗马的语言。正如塔内吉·勒费夫尔（Tanneguy Le Fèvre），一位卓越的胡格诺派学者，安妮·达西耶的父亲，1664年写道：

古代人——地理学家，诗人，修辞家，神学家，医生，道德哲学家，甚至陆军将军——将荷马视为他们各自职业中智慧的最终源泉。
(63)



达西耶夫人本人把荷马翻译成法语，大力支持他，尽管现代派和广大公众不同意，而她认为这些人对荷马有偏见。她和她丈夫就在新教遭禁之前，投机改信天主教，得到丰厚报偿，这一改宗很难和她对道德及高尚原则的关注相调和。但是，她仍然忠实于她父亲对荷马的世俗热情，这使张力得到缓解。

1714年，达西耶夫人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论品味退化的原因》。在这部作品中，她攻击了现代派如泰拉松，泰拉松批评荷马和希腊人太原始；太粗糙，文明民族享受不了，如现代法国人和古代埃及人。她则把荷马视为表达了未堕落时代情感的最早诗人，但要使荷马成为最早，她不得不否认埃及文明，还有“希伯来”文明的重要性。
(64)

 然而，达西耶夫人和古代派在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提倡希腊人并未成功。正如伏尔泰在世纪中期写道：“在我看来，希腊人不再时髦了，这从达西耶先生和夫人的时代起就是如此。”
(65)



其他国家的情况则不同。意大利学者和幻想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在18世纪20年代把荷马视为他的历史规划的前两个阶段（“神圣”和“英雄”阶段）中“诗性智慧”的缩影。
(66)

 18世纪30年代，阿伯丁人托马斯·布莱克韦尔（Thomas Blackwell），奥西恩的创造者麦克弗森的老师，把荷马视为原始时代的诗人，把希腊人视为欧洲的童年。
(67)



18世纪以迅猛速度发展起来的新概念“童年”位于“进步”和浪漫主义的交集。童年被视为理性之前情感和感觉的阶段，而且没有成年期的性和堕落。进而，童年是潜力阶段——面向未来，而不囿于过去。因此，童年的成长与浪漫主义和“进步”的成长携手并进。希腊人作为孩童形象的古典权威来自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其中，我已经提到，柏拉图报告说，一位年老的埃及祭司告诉梭伦：“你们希腊人总是孩童：没有老年希腊人这样东西……你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总是年轻的。因为……你们不拥有哪怕一个古老的信念……”
(68)



对于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来说，这一陈述是彻底咒骂性的。甚至18世纪的现代派也能够谴责希腊人孩子气，浅薄。随着“进步”概念的兴起，这能够扭转为对希腊人有利，而且确实也扭转了。


 浪漫主义希腊主义

经常有人假设，既然希腊这个国家是古典世界的一部分，对希腊的研究或崇敬就应该视为一种古典主义。但在18世纪，希腊主义更有用地被视为属于浪漫主义阵营。启蒙运动的先生们关注的是广大地区的秩序、规则和稳定。在当代世界，他们倾向于关心“大个头”，把他们改革的努力倾注到法国、俄国和普鲁士身上。在古代，他们更喜欢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强有力政权，如中国、埃及和罗马。作为古典主义者，他们阅读了多数拉丁作家，但很少或几乎没有读过希腊作家。但到了18世纪90年代，上层阶级开始阅读荷马的原文。这样，从理性到感性的转换与注意力从罗马帝国转移到古典的和荷马的希腊相联系。

浪漫主义者渴望遥远而寒冷地方的小的、有道德的和“纯洁的”社区：瑞士、德国北部和苏格兰。考虑到过去时，他们的自然选择是希腊。希腊显然在小的方面有资格，随着想象力的拓展，它的城邦可以被描述为有道德。它在其他方面的欠缺暂时可以忽略，虽然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更困难。在许多方面，古代模式的被破坏和雅利安模式的建立可以最好地视为将遥远、寒冷和纯洁等浪漫主义理想强加于这一最不合适的候选者的尝试。
(69)



浪漫主义自从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存在了，在非常世界主义的第三世沙夫茨伯里伯爵（3rd Earl of Shaftesbury），洛克的学生那里，“敏感”，连同对美和形式的崇拜，与新希腊主义相联系。
(70)

 接着在18世纪30年代，随着布莱克韦尔将荷马与苏格兰相联系，英国的浪漫主义亲希腊主义上涨。在同一个十年，艺术爱好者协会成立。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协会开始时是富有的年轻人的社交俱乐部，但后来它从意大利进口古典雕像来装饰英国贵族的庄园和公园，变得更为严肃了。1750年，它拓展了自己的活动，委托了一项彻底的、精确的调查，在雅典究竟现存多少古代艺术品。这一委托反映了对希腊艺术的新的强烈热情，西欧人在此之前只是在罗马摹本中见到过希腊艺术品。与此同时，大胆的贵族开始把他们的伟大旅行从意大利拓展到黎凡特地区，包括希腊。
(71)

 开明的学者可以在舒适的书房读书，以研究世界的普遍真理。

但这对浪漫主义者来说还不够好，他们关注的是感觉和特殊的地方性。他们想面对着，如果有可能甚至闻到，他们希望研究的阶段和地点的原本文件和其他遗物。
(72)

 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前往特洛阿德（Troad），即特洛伊附近的地区，在原地阅读《伊利亚特》，在他1775年发表的《关于荷马原创天才和作品的论文》中，伍德将荷马视为一个特定民族在特定环境中的产物。虽然与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他仍然坚持荷马是一个人，但他援引荷马是盲人的古代传统，来强调他是文盲。伍德描绘的荷马很“奥西恩”式——也就是说，这是原始的、几乎北方的诗人，不仅是希腊，而且是整个欧洲童年的诗人。
(73)



到18世纪中期，浪漫主义情绪、欧洲中心主义和“进步”的概念在英国制造了对希腊的相当热情，希腊人似乎满足所有这些标准。英国语法学家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必须说明的是，他关注的是口语——憎恶东方人，认为罗马人文化上低等。与此相对照，他崇拜希腊人，1751年，他评论希腊人道：

在刚过一个世纪的简短时间内，他们成为如此的政治家、战士、演说家、历史学家、医生、诗人、批评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还有（最后要说的）哲学家，以至于人们禁不住要将那一黄金阶段视为表彰人类天性的天佑事件，来表明人类可以上升到什么样的完美高度。
(74)



这样，“神圣希腊人”的概念已经形成了。他们发展的晚近和迅速现在不再被视为肤浅的表征，而是异乎寻常的伟大的象征。到1767年，英国人甚至开始认为希腊人比埃及人高等。正如另一位阿伯丁人，威廉·达夫（William Duff）在那一年写道：

在希腊，科学进展迅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如果说埃及人是发明家，这说明他们很天才的话，希腊人则表明他们拥有高等的天才……许多个世代以来，中国人就知道艺术和科学……但是他们没有……
(75)



古典学家塞缪尔·马斯格雷夫过着不名誉的生活，上一章提到，米特福德称他为“更浅薄”的学者。但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在他的《古典学术史》中赞赏地提到了他的名字。
(76)

 1782年，马斯格雷夫发表了《关于希腊神话的论文》，认为希腊文化是原地生成的，甚至否认了希腊宗教源自埃及的巨大传统。他这样做的基础是卢奇安的一个间接指称（卢奇安是公元2世纪多产的诡辩派和讽刺作家），以及埃及和希腊神灵中最广为人知的名字的种种不同。
(77)

 但是，我们看到，马斯格雷夫的论点被米特福德推翻了，古代模式这方面的浪漫主义突破是在德国完成的。


 温克尔曼和德国的新希腊主义

18世纪中期，希腊青春和纯洁的最伟大支持者是德国人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这个勤奋的、着魔的人在16和17世纪的希腊学术几乎消失的时候自学了希腊语。为了贴近他热爱但从未见过的希腊艺术品，他皈依了天主教，在罗马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生涯，成为神父和为高雅的红衣主教们服务的艺术专家。

温克尔曼明确排斥了希腊人垄断哲学的观点。
(78)

 他们的胜利在于他认为重要得多的东西：美学。早在1607年，伟大的文艺复兴学者斯卡利杰尔试图建立希腊艺术和诗歌的四阶段划分，温克尔曼承认他由此得到灵感。
(79)

 但在许多方面，他的规划更接近于同时代分阶段历史的概念，尤其是杜尔哥的《论人类精神的逐步进步》，后者分为三个阶段，与80年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划分很相似：神学阶段、玄学阶段和科学阶段。
(80)

 温克尔曼发表于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是把艺术史整合进整个社会的历史的第一个尝试。温克尔曼认为，埃及艺术只是到达了原始阶段，在这一阶段，艺术家被迫把注意力集中于完全本质的东西。
(81)



温克尔曼论述道，埃及艺术不完美，因为它不可能完美。其发展被不幸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阻碍了：温克尔曼遵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认为古代埃及人多数罗圈腿、塌鼻子，这是针对古埃及人的现代种族歧视一个很早的例证。
(82)

 因此，古埃及人缺乏美丽的艺术模特。温克尔曼与所有古典文献相左，甚至某种程度上与孟德斯鸠相左，坚持说埃及不幸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高等文化的发展。他还不顾希罗多德、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和其他古代作家对埃及人强烈悲喜感情的强调，认为埃及人悲观，不热情。

在一个层面上，这一信念反映了盛行的观点，即其他大陆如此众多的民族面对欧洲的进犯放弃抵抗的原因是，环境使他们衰弱，他们天生软弱消极。
(83)

 在另一层面，这是对埃及对于死亡最为真切之关注的强调，这一关注在“进步”范式内部可以阐释为反映了埃及总是注定要被更“有活力的”文明超越的事实。
(84)



温克尔曼之赞成希腊艺术，不仅仅在于它在历史的次序上比较靠后。他异乎寻常地热爱希腊，喜爱他的希腊形象的每一个侧面，认为它两个主导的本质特点是自由和青春。
(85)

 他认为，希腊是自由的缩影，而埃及文化遭到君王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凝滞，是僵硬的威权和停滞的象征，而且恰好也是非欧洲的。在他心里，希腊城邦包含了创作伟大艺术所必需的自由。温克尔曼及其追随者热爱这一自由和青春，因为它们清新，富有活力。但是他坚持希腊艺术的温婉平和，以及希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高贵的朴素”和“静穆的伟大”，他认为这是平和的希腊气候造成的。而且，他欣赏希腊人的同性恋对他热爱希腊具有中心意义。温克尔曼本人是同性恋，现代希腊主义中一直存在的同性恋主线至今仍与他相关联。
(86)



虽然温克尔曼所阐释的自由、静穆、热爱青春的希腊人形象一直是后来的希腊主义的中心主题，即便在18世纪也有关于希腊的其他形象。相信希腊文化具有悲剧的和狄奥尼索斯的性质集中表现在19世纪末尼采的作品中，但在18世纪思想家中以及19世纪初的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海涅（Heine）身上已经开始显露。
(87)

 对简朴威权的多利安人的崇拜是希腊主义的另一支。但是，所有这些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思想学派在它们对埃及和希腊关系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埃及代表着人类进化的早期、低等、奇怪地近乎死亡的阶段，欧洲天才古希腊将其提升到质量更高、更富有活力的层次。

温克尔曼的作品对德国的影响是惊人的。正如古典史学家鲁道夫·法伊弗（Rudolph Pfeiffer）写道：

与拉丁传统的人文主义决裂后，一种完全崭新的人文主义，一种真正的新希腊主义，成长起来了。温克尔曼是发起人，歌德是圆满完成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其语言学、历史学和教育学作品中，是理论家。最后，洪堡的概念有了实际效果，在他成为普鲁士的教育部长、创建了新的柏林大学和新的人文主义高级中学之后。
(88)



通常认为歌德是浪漫主义的创建者，他把18世纪热情洋溢地称为“温克尔曼的世纪”。
(89)

 20世纪30年代，在更为严厉的氛围下，天才的英国德国学家巴特勒（Butler）小姐认为温克尔曼是她称为“希腊对德国的专制”的首要人物。
(90)





与意欲回归真正的德国根基一起，对18世纪德国身份危机的第二大反应是新希腊主义。我已经讨论了关于希腊语和德语之间“特殊关系”的长久以来的洞见，以及希腊语作为新教语言，成为天主教拉丁语宗教对手的地位。在18世纪，对德国的威胁来自“新罗马”巴黎和罗曼语言法语。除了复活希腊语和德语之间旧有的文化联盟之外，还有新的动机将德国认同为新的古希腊。到18世纪70年代，日益清楚的是，德国有潜力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然而，这在政治上没有相应的反映。腓特烈大帝的战争使得同时代人相信，普鲁士无法统一德国，奥地利帝国也同样不能。文化强势与政治弱势和不统一的组合似乎表明，虽然德国不能成为新罗马，但她能成为新希腊。

这一时代卓越的戏剧家C．M.威兰（C．M．Wieland）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了几部关于希腊人的戏剧。
(91)

 歌德完全被希腊人所吸引，中年时经常尝试着学习希腊语，虽然他的尝试不是很成功。
(92)

 还有赫尔德热烈地崇拜雅典的自由和艺术创造力，就希腊诗歌写文章，并说服歌德重新学习希腊语。
(93)

 这些思想家和艺术家不像温克尔曼和19世纪的新希腊主义者那样执着于希腊；但没有疑问的是，古希腊及其与现代德国可以觉察的密切关系对德国的文化生活，包括新近形成的“学术界”，日益具有中心意义。


 哥廷根

通常认为温克尔曼是艺术史这一学科的创建者，歌德当然接受他是一位学者。但是，18世纪末的德国开始出现的新的“职业”学界，尤其是哥廷根，并不接受他。哥廷根可以被视为后来所有现代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大学的胚胎。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二世于1734年创建了它，它得到的资助很多，作为一个新机构，它能够摆脱尚在其他大学里存在的许多中世纪的宗教和经院限制。它的英国联系使它成为苏格兰浪漫主义的通道，还接通了洛克和休谟的哲学和政治概念，上文提到了他们的种族主义。
(94)



可以说，虽然排他的职业性是哥廷根学术的显著特征，但其内容主要的统一原则是种族和种族主义。当然，这不仅是与英国学术相接触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德国有教养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主要意见。
(95)

 尽管哥廷根的教授们坚持高度的学术标准和超脱，但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通俗”作家如温克尔曼、歌德和莱辛的影响。

哥廷根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克里斯托夫·奥古斯特·霍伊曼（Kristophe August Heumann）的观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新的职业主义的先驱者，霍伊曼创建了一本学术期刊，《哲学学刊》（Acta Philosophorum
 ），他在1715年出版的第一期中论证道，虽然埃及人精通许多种研究，但他们并不“哲学”。我们在上文看到，霍伊曼的同时代人，孟德斯鸠和布鲁克不敢提出这样的观点，念及哲学和埃及之间自古有之的强烈联系，这一论点令人震惊，非常大胆。
(96)

 霍伊曼将埃及的“文科和研究”与希腊的“哲学”绝对对立起来是令人费解的，因为他对后者的定义是“在理性基础上关于有用的真理的探索和研究”。
(97)

 但是，这一定义的不确切过去和现在使得希腊人是第一批“哲学家”的说法几乎无可辩驳。

的确，古代有一种说法，只有希腊人才会哲学化，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声称是伊壁鸠鲁这么说的；克莱门特接着证明了这一说法的极端不可靠性。
(98)

 在《伊庇诺米篇》里还有关于希腊人把一切变得“更为精细”的陈述，上文已经援引。
(99)

 但是，这些说法削减不了霍伊曼的大胆，他指责了古代和现代的巨大传统，而这一传统将埃及和东方视为智慧和哲学的中心。

几乎无疑的是，霍伊曼的这些观点与其德国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有联系。他倡导并尝试着实践用德语写作哲学，当时这样的行为几乎从未听说过；甚至在孟德斯鸠之前，他就是气候决定论者。
(100)

 霍伊曼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因为太热或太冷的气候都不宜于哲学；只有气候温和国家的居民，如希腊、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才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哲学。
(101)



霍伊曼关于哲学源于希腊的观点，像他认为德语具有哲学潜力的观点一样，比他的时代超前了五十多年。他关于哲学史的著作被布鲁克的巨著所超越，我们看到，布鲁克持折中立场，但没有否认埃及人“哲学家”的称号。
(102)

 但是，霍伊曼的影响在哥廷根仍然存在，迪特里希·蒂德曼（Dietrich Tiedemann），1780年代新一波哲学史家中的第一个，在那个大学学习过，并不令人惊奇。
(103)

 对于这一种族的和“科学的”学派来说，正如对于所有关于此论题的后续作家来说，毋庸置疑的是，“真正的”哲学开始于希腊。

到这一个十年，历史研究正在经历革命化的变革，尤其是在哥廷根。加特雷尔（Gatterer），那里的一个教授，开始了一项计划，不是写作国王和战争的历史，而是写作民族的“传记”。另一个教授，施皮特勒（Spittler），将机构作为特定民族的表达和塑造者进行研究。
(104)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迈纳斯（Meiners）的工作，后来纳粹把他表彰为种族理论的一名创建者。在1770到1810年间，迈纳斯将早先的一般概念“时代精神”发展成为关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学术理论。
(105)

 迈纳斯或许并不知道维科在这方面早一些的工作，他论证道，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都有特别的由其位置和机构决定的心性。
(106)



这一方法在早期历史学家中缺失的程度被夸大了，但没有疑问的是，18世纪80年代以后，严肃的历史学家判断一个行为或陈述，不可能不考虑它的社会和历史情景。与这一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迈纳斯的另一个发明——渊源批评。这意味着，历史学家根据作者和社会情景评估不同历史来源的价值，主要地或唯一地以可靠来源为基础进行阐释。迈纳斯攻击早一些的作家如布鲁克不加鉴别、毫无选择地接受历史来源，而没有选择出那些能反映各自“时代精神”的来源。
(107)



这一方法非常适合哥廷根的新“科学”精神，也非常适合在伽利略那里已经显明的传统。伽利略认为：“一个必要的原因一旦发现，将完全毁灭一千个只是可能的原因。”这一措施在实验科学中极其有用处；但是，正如乔治·德·桑蒂利亚纳所指出的

一旦我们离开直接连续检查的领域——伽利略明确地称此为煎熬——而把它视为解释的哲学向导，危险就开始出现。
(108)



迈纳斯的程序主导了19和20世纪的历史写作，与编年史家相对，它的确对历史学家至关重要：不可避免地，人们要给予不同的材料不同的估价。危险来自自省意识的缺乏，以及这样一种意识的缺乏：历史学家因为特定的材料据认为与讨论的时代“不合拍”，而忽视或排斥它们，结果是他几乎可以采用他愿意的任何模式。这就增加了仅仅反映时代和历史学家关怀的历史的成分。在18世纪末这一例中，“现代”历史学家自信他们“知道得更好”使得情形更糟了。他们很有信心自己和早期学者不同，是在客观地写作。而且，迈纳斯及其同事坚持相信他们自信的材料的“质量”，而不是材料的数量甚或它们的类比可信性。

论及《黑色雅典娜》涉及的领域，这些历史学家拒绝接受历史报告的数量、传播和可信度包含的信息为否定古代模式打开了门路。古代许多关于埃及和腓尼基殖民以及晚一些的文化借用的指称现在可以被取消为“晚近”“轻信”或者就是“不可靠”。而且，学者们现在能利用许多古代文本互相矛盾或者与新近建立的自然科学经典不相符合的事实，来推翻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东西。但是，古代模式在此后40年内没有衰落部分是因为它在人们心中保持了强大的传统影响，部分是由于缺乏质量好的古代文献来挑战它。当古代模式被推翻时，新学者被迫依赖他们声称的来自一些古代作者的“沉默的不同”和“无言的辩驳”，这些作者，无论由于何种原因，没有提及上述殖民。
(109)



尽管“渊源批评”与新的科学精神之间存在联系，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种方法没有出现在实证主义的法国或经验主义的英国，而是在浪漫主义的德国。比如，迈纳斯本人使用新的学术手段来书写诸民族的浪漫主义“进步”历史，他把这些民族绝对地划分为白种的、勇敢的、自由的等等与黑种的、丑陋的等等。谱系的范围从大猩猩到霍屯督人（Hottentots）和其他人再到德意志人和凯尔特人。
(110)



J．F.布卢门巴赫（J．F．Blumenbach），哥廷根的一位自然史教授，建立了更为谨慎和更为系统的种族等级。他发表于1775年的《论人类种族的土著多样性》（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a
 ）与几十年前林奈关于自然史的著作同属一个类型，是“科学地”研究人类种族的第一次尝试。但布卢门巴赫不能将林奈关于种——即能够繁殖和生产能生育的后代的种群——的定义应用到人类身上。他不是一个相信多源论的进步主义者，这种学说否认单一创造人类的圣经传统，认为不同“种族”是分别创造出来的。布卢门巴赫相信完美人类的独特创造。实际上，布卢门巴赫对于他发现的重要的“种族”差异的解释遵从了同一个世纪早些时候博物学家布丰（Buffon）展现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布丰论证道，欧洲的正常种属在其他大陆因为不幸的气候条件而堕落了：个体变得太大，太小，太弱，太强，太亮色，太灰色，等等。
(111)



布卢门巴赫是第一个公布“高加索种人”这一术语的人，他第一次使用它是在他伟大著作1795年的第三版中。他认为，白种人或高加索种人是第一个，也是最漂亮、最有天赋的种族，其他种族都由它堕落，成为中国人、黑人等等。布卢门巴赫用“科学”和“种族”基础来支撑奇特的名字“高加索”，因为他相信格鲁吉亚人是最好的“白种人”。但是，这一名字还有更多的内涵。首先有维科在18世纪宣扬的宗教信仰，即人类可以有用地被视为来自大洪水之后，每个人都知道，挪亚方舟在南高加索的亚拉腊山（Mount Ararat）着陆。
(112)

 还有日益重要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倾向，将人类的源头，因此也是欧洲人的源头，置于东山（Eastern Mountains），而不是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像古代人相信的那样。正如赫尔德所言：“让我们努力登山吧，直至亚洲的顶峰。”

赫尔德将人类的起源置于喜马拉雅山，而直到19世纪末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寻求中占主导地位的一般信念是人类——至少其最纯洁的形式，雅利安人——来自亚洲的高原地区。
(113)

 亚洲起源论的一个优点是它将德国人置于比西欧人更靠近人类的纯粹源头，但这在19世纪被更为有效地利用了。

布卢门巴赫将“闪米特人”和“埃及人”包括进他的高加索种人，这在他的时代是习以为常的。虽然我未能确切地追溯它，但是清楚的是，已经有迹象表明，高加索与雅利安人有特别的联系，雅利安人是18世纪90年代开始使用的另一个新词。
(114)

 高加索是囚禁和残酷惩罚普罗米修斯的传统地点，而普罗米修斯被视为欧洲的缩影。他不仅是伊阿珀托斯（Iapetos）的儿子，伊阿珀托斯被可信地认同为《圣经》中的雅弗（Japhet），挪亚的第三个儿子，欧洲人的祖先；但他为人类盗火的英雄行为、有益的和自我牺牲的行为很快被看作典型雅利安的。戈比诺（Gobineau）把他视为主要的白种人的祖先，到了20世纪，极端浪漫主义者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甚至建议说普罗米修斯的名字意为“万字饰”。
(115)



18世纪80年代，还有一位哥廷根教授，A．L.施勒策（A．L．Schlözer），试图建立一个“雅弗”语言家族，它包括后来称为印欧语系的大部分语言。这位教授失败了，但他成功地建立了“闪米特”语言家族。
(116)

 但哥廷根的闪米特研究被他的老师J．D.米夏埃利斯（J．D．Michaelis）控制着，米夏埃利斯是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学者，但他持强烈的反犹主义态度。
(117)



至此一定很清楚，1775到1800年间，哥廷根不仅创立了后来大学的许多机构形式，而且哥廷根的教授们建立了后来的研究和出版在新的职业学科中得以施行的思想框架的大部分。在这一非常卓越的团队中，毫无疑问，古典语文学是思想蓬勃发展的中心，它后来被赋予了更不凡、更现代的名字：Altertumswissenschaft或“古代学”。
(118)



这一领域的主导者是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Christian Gottlob Heyne），他是布卢门巴赫的连襟，通过婚姻而成为大学城的一名教授。从他1763年被任命到他1812年去世，他在城里和大学里都是中心人物。他管理图书馆，使它迅速成为欧洲最好的之一，他是“现代”职业学术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119)

 C．G.海涅倡导世俗研究班，这得自苏格拉底的方法，渊源批评在其中得以发展。

不令人吃惊的是，渊源批评一个最经常的靶子是古代模式和希腊文本中关于埃及的有利指称。
(120)

 把渊源批评与人口统计学和智力测量中使用的因子分析相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关于后者，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写道：

几乎它所有的程序都为了论证关于智力的特定理论而产生。因子分析，虽然它享有纯粹演绎数学的地位，是在社会情景中为了特定原因而发明的。虽然它的数学基础无可非议，但它不断被用作研究智力的物质结构的手段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深刻的概念错误中。
(121)



年轻的C．G.海涅在德累斯顿（Dresden）做图书馆员时就认识温克尔曼了。作为一名“职业”学者，他批判了温克尔曼的著作，但无疑，C．G.海涅受温克尔曼热情蓬勃的新希腊主义的影响甚深。
(122)

 正如鲁道夫·法伊弗写道：

正是温克尔曼的影响区分了C．G.海涅和他的朋友、学生的学术与其他同时代学者的学术。
(123)



当代科学史家史蒂文·特纳（Steven Turner）在他关于传统德国受过教育的精英（érudits Gelehrte）转变为“职业”学者的重要论著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要点：

通过C．G.海涅，新人文主义对古典学术及其“公共形象”有一种类似的生机勃勃的影响。C．G.海涅穷其一生，努力构造大中学校的传统语文学学术与学院之外发展起来的美学新希腊主义和魏玛古典主义潮流之间的新联系。
(124)



C．G.海涅是人们可以有用地称为“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缩影。正如弗兰克·曼纽尔对他的评论：

他的学术毫无瑕疵，他对文本的编辑根植于伟大的传统，若非由于那些学问附加物，激活他和数代德国学者的精神同样是强烈影响了他在18世纪的文学同胞的浪漫主义希腊主义。
(125)



C．G.海涅被海外旅行和奇特的民族所吸引。既然在德国的学术生活中迎娶教授的女儿非常重要，那么，布卢门巴赫是他的连襟的事实就不如以下事实重要：C．G.海涅的两个女婿都热衷于在欧洲以外旅行。第六章会讨论到其中之一，黑伦（Heeren）；另一个叫格奥尔格·福尔斯特（Georg Forster），在18世纪时要有名得多。福尔斯特曾与库克船长一起航行，写下了环游世界的描述。他在政治上持极端主义，不喜欢剥削，即便是剥削非白种人，他还拒绝低估多源论的可能性。C．G.海涅和福尔斯特互相崇拜，彼此广泛通信，其中许多是关于热带气候和人类学的。
(126)



C．G.海涅并不对基督教特别关心。但是，当1789年后情势极端化时，他热烈地拥护维持现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极力谴责不能仅仅解释为对格奥尔格·福尔斯特的怒火冲天，虽然福尔斯特去巴黎不仅是去参加大革命，而且离弃了他的妻子，C．G.海涅的女儿，去爱她最好的朋友卡罗琳（Caroline），闪米特学家米夏埃利斯的女儿。
(127)



对C．G.海涅怒火的解释还需要建筑在他深刻地卷入汉诺威王国和德国的现状之上，这一卷入并没有因为他能够与法国占领军打交道去保护他深爱的大学而稍减。因此，C．G.海涅的学生和追随者中有许许多多在与法国和革命思想的斗争中为普鲁士服务，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总之，很清楚，古代学公认的祖宗——这一学科后来移植到英美，成为新学科“古典学”——是哥廷根的一个典型产物：它要求改革而非革命，深切地关怀种族和种族特点，以及穷尽性的学术。而且，这一祖宗和学科本身都对抗法国大革命及其对传统秩序和宗教的挑战，都关心不同种族间的差异和不平等。他们还都享有18世纪晚期德国进步的圈子里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和新希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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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Butler（1935，pp．11-48）；不同观点见Pfeiffer（1976，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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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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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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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关于C．G.海涅的简短书目见Pfeiffer（1976，p．171，n．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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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S．Gould（1981，p．238）.


(122)
  Wilamowitz-Moellendorff（1982，p．96）.


(123)
  Pfeiffer（1976，p．171）.


(124)
  R．S．Turner（1983a，p．460）.


(125)
  Manuel（1959，p．302）.


(126)
  关于福尔斯特与C．G.海涅，参见Leuschner（1958-82，esp．Bk．14）。福尔斯特的人类学参见第8卷，pp．133，149-53；Harris-Schenz（1984，pp．30-1）。


(127)
  关于C．G.海涅的极力谴责和个人解释，参见Momigliano（1982，p．10）。关于哥廷根在革命和反动的两极之间选择了“中间道路”的观点，参见Marino（1975，pp．358-71）。关于哥廷根学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敌意，参见本书第六章，注9
 —16
 。福尔斯特前往巴黎的另一个原因是学习印度语言，并准备前往印度的旅行。关于此和浪漫纠葛，参见Schwab（1984，p．59）。福尔斯特死后，卡罗琳和莎士比亚译者、梵文学家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共事，并嫁给了他。他们离婚后，她又嫁给了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她今天的名声来自她的书信，因为它们提供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精彩描绘（Nissen，1962，pp．108-9）。



第五章　浪漫主义语言学：印度的兴起与埃及的衰落，1740—1880

我们现在来关注古代模式的衰落，与大约二十年后雅利安模式的兴起相比，二者虽然都受到相似的背景与许多同样的社会和思想力量的影响，但还是应该区别开来。本章一开始讨论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发展起来的对梵文和其他印度语言的迷恋，以及这一迷恋对理解欧洲语言之间关系的影响。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迷恋导致了对印欧语言家族的总体觉察，在当时的种族主义氛围下，这很快发展成为印欧或“雅利安种族”的概念。对印度的激情还意味着它代替埃及成为欧洲的外国祖先。但这一次不是传播哲学和理性意义上的祖先，而是“血缘”和亲属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祖先。

现在回到古代模式。18世纪80年代以后，种族主义加剧，认为“种族特点”作为历史阐释原则具有中心重要性的新信仰对于认识古代埃及至关重要。埃及人被日益与高贵的高加索种人分离，他们的“黑色”和非洲本性越来越得到强调。因此，埃及人是希腊人——欧洲的缩影和纯洁童年——文化祖先的概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另外，迪皮伊的著作代表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社会秩序进行攻击的意识形态或神学对应物，它们带来了埃及神话和基督教之间的新危机。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商博良在1815年到1830年间反动年代的饱受折磨的生涯。虽然商博良是公然的革命者，热烈地支持拿破仑家族，但他最早的发现之一推翻了迪皮伊的支持者的一些理论，因此，教会和复辟贵族欢迎他和他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另一方面，他认为埃及高于希腊，加上他的政治信仰，激怒了希腊主义和印度主义学者，这些学者一贯地竭尽全力，来阻碍商博良的学术生涯。

就在他1831年过早去世前，商博良赋予埃及古代较早的日期，从而挑战了基督教正统。因此，到他去世时，他招致了基督徒和希腊主义者两方面的对立，而埃及学在此后25年中迅速衰落，尽管大众仍迷恋埃及，共济会在某种程度上仍尊敬埃及。埃及学逐渐复原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末。在1860年到1880年间，在商博良的精神与盛行的种族主义和对希腊的激情之间存在着张力，但1880年后，埃及学倾向于适应和附属于优势学科古典学。

从那以后，总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声称埃及文明确实拥有至少一些古代人为它声称的高级宗教、哲学和科学。然而，压倒性的意见是虽然埃及人技术上是熟练的，但他们没有“真正文明化”，希腊人对他们文化的尊敬是建筑在受欺骗基础上的。这一“官方路线”与现存纪念碑和古代报告之间的距离导致了若干反文化或反学科的出现。

本章结尾讨论了两种反学科：第一种是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埃利奥特·史密斯倡导的“传流论”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亚洲移民创建了埃及文明，并把它扩散到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第二种是“金字塔学家”流派，这一学派的谨慎成员坚称，大金字塔是根据建筑学家的计划建造的，这些建筑学家对天文学和数学有着非常复杂的理解。本章结束时，讨论了这些“异端邪说”和正统埃及学将来相遇的可能性。


 印欧语系的诞生

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语言总是一个中心关注点。他们认为，语言是特殊的——也就是说，语言是特定的地点、景物和气候的产物。因此，它们被视为，并被珍视为特定民族的个体表达。赫尔德对语言，尤其是对言语非常着迷。他追随英国人对荷马、布莱克韦尔和德国神秘哲学家哈曼（Hamann）的热情，否认思想和理性对言语有优先权；这样，赫尔德反对启蒙运动对可视符号的偏爱，如埃及象形文字或中国汉字，它们被认为不受特定语音的约束，而表达普遍的概念。对于赫尔德和浪漫主义者来说，语言的主要目的不是传达理性，而是表达感情，正是因为这一点，德语与希腊语受到推崇。我们已经看到，18世纪中期时，希腊语不是作为哲学工具，而是因为其诗性受到重视。
(1)



赫尔德和其他浪漫主义者对语言的关注在历史语文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浪漫主义影响可以在这一学科的两大模式中看到，即树和家族；这两个比喻有着巨大的美学和进步吸引力，在整个19世纪学术和科学中非常受欢迎。在历史语言学中，简单开始、后来分枝分叉的假设——通过可用图表表示的特定但规则的变化——在新学科的早期阶段极其有用处。另一方面，树和家族不允许“由原路返回”或混合和交会，它们有目的论的倾向，假定每一种语言在开初时就有内在化的最终本性，后来的接触基本上改变不了它。
(2)

 第七和第八章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在此仅仅可以预期道，正是主要由于这些原因，历史语文学到19世纪末行将灭亡。

但在此之前，语文学是思想生活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上文已经提到施勒策建立了闪米特语言家族，这与巴泰勒米神父的工作和哥廷根的一些发展相关。到1820年，学者们，尤其是如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拉斯克（Christian Rask）和赫尔德的门徒弗朗茨·葆朴（Franz Bopp），已经系统追溯了大多数欧洲语言的语音学和形态学之间的关系。
(3)



很清楚，这一努力与新的系统的种族分类相关。由于高加索种人来自亚洲的山区，欧洲语言被视为有着同样的来源。重要的是，正如德国人因为是最后离开原生地的，所以被认为是更纯洁的高加索种人一样，德语被视为比家族中其他语言更纯洁，更久远。因此新定义的语言家族的德语名字是印度—日耳曼语系（Indogermanisch），德国印度主义者H．J.克拉普罗特（H．J．Klaproth）1823年发明了这一名称。
(4)

 但弗朗茨·葆朴本人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们一起，更喜欢“印欧语系”这个名字，托马斯·扬（Thomas Young）1816年首先使用了这一名称。
(5)




 与梵文的情事

印欧语系中的“印”与对印度和梵文的新激情相联系。在他首次出版于1950年的迷人著作《东方文艺复兴》中，20世纪早期的法国知识分子雷蒙·施瓦布（Raymond Schwab）追溯了对古代印度和伊朗的文化和语言日益增长的兴趣，这种兴趣伴随着英法对南亚次大陆的渗透。如同如此众多的19世纪艺术和思想发展一样，第一个介绍“东方文艺复兴”概念的人是语言学家、热情的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施莱格尔写道：

对印度文学的研究需要学者和恩主欣然接受，这样的学者和恩主在15和16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突然点燃了对古典学问之美丽的激烈欣赏，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赋予它如此普遍的重要性，以至所有智慧和科学，甚至几乎世界本身的形式都被那一复苏知识的影响改变和更新了。
(6)



施瓦布的标题《东方文艺复兴》是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1841年发表的一本书中的一章的标题。基内和后来的施瓦布有两个很相似的基础。第一个是声称新东方主义已经取代了新古典主义。
(7)

 这一观点的修正版——声称东方主义与中世纪主义一起，正在代替古典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一个可能的观点，虽然不是很可信。但随着19世纪末希腊和罗马得胜，古印度被抛弃，这一观点完全站不住脚了，施瓦布的借尸还魂不过是好古而已。

东方文艺复兴背后的第二个概念属于科学史的神话这一范畴，它认为英雄人物从黑暗、混乱和迷信中创造出了光明、秩序和科学。这一概念假设，在浪漫主义时代以前，男人和女人不知道甚至不关心“东方”，只是在18世纪晚期东方才首次被发现。的确，启蒙运动时，埃及有时被认为属于西方，而非东方。
(8)

 另一方面，正如我在前面几章中所揭示的，早在18世纪50年以前很久，人们对埃及和中国很感兴趣，也对它们有了相当了解。虽然印度与埃及和中国相比不是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中心关注点，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西方对印度也有了解。印度的婆罗门不像埃及祭司和中国文士那样受崇拜，但在对欧洲机构和宗教的总体批评中，婆罗门从一些方面来讲是后两者的功能对应物。

当然，印度学者一直知道他们的古典语言梵文，自从17世纪晚期以降西方也了解梵文。
(9)

 在此背景下，威廉·琼斯爵士1786年明确提出以下总体印象，即梵文与希腊文和拉丁文相比，

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都有很强的契合，偶然性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契合；的确，契合是如此强烈，以至检验过三种语言的语文学家都会相信它们来自某种共同的源头，这一源头或许已不存在；有类似的原因——虽然这原因不那么强烈——来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与梵文分有同样的源头，虽然它们混合的语言特性很不相同。
(10)



19世纪的德国和英国学者排斥了下述观点，即他们的语言是不纯净混合的结果。但除此以外，这一值得赞美的和简洁的陈述——应该注意到，它建筑在可信性之上——从那以后是印欧语系和其他所有历史语文学的基础。

上述语言关系意味着印度语言和文化现在可以被视为外来的和熟悉的，如果不是祖先的话。这一观念所以产生，是因为尽管琼斯在此问题上比较谨慎——他认为梵文和欧洲语言很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未知的祖先——人们一般认为梵文本身就是原初的印欧语。这一联系——还有通过印度传统得到的知识，即婆罗门是来自中亚高原的“雅利安”征服者的后裔——与德国的浪漫主义信仰恰好完全相合，这一信仰认为人类和高加索种人源自中亚山区。
(11)

 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盛行对印度文化所有侧面的异乎寻常的热情，这是热情背后一种强大的力量。但从短期来看，琼斯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比在语言学方面要大，他翻译的印度诗歌受到整个欧洲如醉如痴的欢迎。
(12)

 英国的湖畔派诗人都被印度诗歌所感动，而歌德1791年写道：“我只要提到《沙恭达罗》［琼斯翻译的一首印度诗歌］，什么都不用说了。”
(13)

 还要记住，拿破仑1798年去埃及远征时带了一本《吠陀本集》。
(14)



这一热情的学术结果是创建了许多梵文的大学教授职位，并制造了一个学科的基础，这一学科与日耳曼语研究联盟成为印度日耳曼语系，威胁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作为唯一的古代语言的垄断地位。
(15)

 这并不是说，梵文和日耳曼语研究对于后者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虽然一些学者，如1820年代的K．O.缪勒和1890年代的萨洛蒙·雷纳克认为是严重的挑战。
(16)



一开始，新的学术研究中心位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印度都有殖民利益。但是，英国的努力很快退却了，甚至法国对梵文和古印度的研究也被德国的浪漫主义反应所超越。在此，主要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和他的哥哥威廉，后者成为波恩大学的第一位梵文教授。甚至不怎么热情的人，如威廉·冯·洪堡感谢上帝，让他活了那么久，来熟悉《福者之歌》。
(17)




 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语言学

往前推20年，1803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印度的激情甚至更少限制：“一切，绝对的一切，都有印度源头。”
(18)

 施莱格尔也是第一个坚持语言多源论的学者，他反对《圣经》巴别塔的传统和后来多数思想家的观点。具体说来，他认为印欧语系和其他语言之间存在一个绝对的区分，他还攻击威廉·琼斯及其同时代人，因为他们看到印度语言和闪米特语言之间有关系。
(19)



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讲，雅利安种族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施莱格尔。他的浪漫主义激情和对古代印度种族高人一等的信念足够克服证据的完全缺失，对现在所谓“埃及问题”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个问题是：非洲人怎么能够创造出如此高度的文明？施莱格尔认为，答案是埃及被印度人殖民化和文明化了。他对这一点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他援引埃及建筑的壮观来证明印度种族的伟大。
(20)

 这一埃及源自印度的概念将在整个19世纪保持它的力量，我们将在戈比诺那里再次遇见它。

虽然施莱格尔对种族感兴趣，但他从未忽视语言的中心性。他区分了两种语言——“高贵的”、有屈折变化的语言和不那么完美、没有屈折变化的语言。前者有精神性的源头，而后者本来是“动物的”。
(21)

 他相信，只有应用印度语言为基础的屈折变化，才可能有清晰、敏锐的智力或高级、普适的思想。
(22)



有点让人惊奇的是，纳粹并不怎么欣赏施莱格尔。原因是他的政治观点不是反犹主义的，他反而倡导犹太人解放；在个人方面，他娶了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的女儿。
(23)

 他还表扬了“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崇高力量和能量”。但是，他继续道：“它们的确站在它们特定分支的极高点。”
(24)

 有时他甚至坚持，它们是“精神”和“动物”语言的混合体。
(25)

 但这并不能把它们从低等范畴中拯救出来。施莱格尔还认为，犹太文化受到了埃及人的影响——你会记得，埃及人的高级文明来自印度人。
(26)

 而且，由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第一个把语言与种族联系起来的人之一，他关于语言多源论的观点显然与当时对人类多源论的态度相关联。
(27)



施莱格尔为雅利安和闪米特种族铺垫了道路，在这一点上他肯定超前了他的时代。这些概念在此后四五十年内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外在地，种族反犹主义力量尚未足够强大，而内在地，施莱格尔的方法有严重的不一致。
(28)

 他坚称，在添加词缀（外在地把词缀或其他小品词增加到一个词上）和屈折变化（其中“词根”被他认为的有机的方式内在地修正了）之间存在绝对的分别。
(29)

 但对于印欧语系的高等不幸的是，闪米特语言恰恰是用这种方式修正的，而“词根”这一术语本身来自希伯来语语法。
(30)

 因此，后来的学者不得不把闪米特语和印欧语一起放到高等的分类里。与此同时，巴泰勒米18世纪60年代所做的提议，即“腓尼基语”和科普特语之间存在基本的、排他的关系，在19世纪几乎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而且，闪含语系或亚非语“超家族”的概念，包括闪米特语、埃及语和其他非洲语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普遍接受。
(31)



19世纪中期的语言学家对施莱格尔计划做出的另一大修正事关“进步”的问题。语文学从语言的历史转变为把语言阐释为生成历史的一种力量这一过程中，施莱格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还部分地把“进步”纳入他的思想。但是，他的观点过时了，因为他认为“精神性的”印度语言是退步的。这就是说，它们形成时是完美的，后来经历了或多或少的衰败。另一方面，“动物”语言中间有“进步”，因为它们变得更复杂。
(32)

 这里，后来的学者更彻底地浸润于“进步的”范式，他们必须修正施莱格尔的观点，用语言在进化中的相对位置来解释其高等和低等。

英国和法国的学者同样信心满满地认为，印欧语比任何其他语言都要高等。但是，由于他们自己所说的语言屈折变化相对很少，他们对施莱格尔在这一领域的观点没有太多热情，他的观点暗示，梵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是适合哲学和宗教的唯一几种语言。与此相对照，尽管有上文提到的修正，德国学者分享或接受施莱格尔的新计划。例如，威廉·冯·洪堡倾向于看到从黏附型或黏着性语言到有屈折变化的语言的进步，他也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
(33)



威廉·冯·洪堡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的多个贡献之一是建立了巴斯克语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语言学的基础。但是，上文已经提到，他对梵文的激情属于不同种类。例如，他认为梵文有大量的、复杂的屈折变化，所以是一种比汉语好得多的语言，汉语是“孤立语”，其屈折变化比英语还要少。洪堡在19世纪20年代关于汉语的闪光论文中，被迫承认汉语尽管词语不被修饰，但作为逻辑思想的载体它堪与最好的印欧语言相比。
(34)

 另一方面，他坚持说汉语缺乏屈折变化，“阻碍了思想的自由升腾”，因为自由升腾需要语法形式来引导。
(35)

 因此，中国文字不仅是静止的，而且口语本身据认为缺乏德国浪漫主义者现在要求语言的完全的情感力量。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语言缺少屈折变化，英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者似乎没有阐明这一点。

把屈折变化等同于自由巧妙地缩微了浪漫主义者觉察到的区别，即启蒙运动严厉的爱好中国与他们自己对印度亲戚的自由的爱之间的区别。
(36)

 到19世纪20年代，甚至洪堡对汉语的有限崇拜和他对其他非印欧语的研究使他成为老一代中的一员。与启蒙运动隔绝开来的年轻一代更加严格：他们几乎只关心印欧语系。


 东方文艺复兴

基内和施瓦布声称，这一印度研究中的突破只是一个总体的“东方文艺复兴”的核心——施瓦布正确地认为“东方文艺复兴”与浪漫主义固有地相连——他们把这一运动与19世纪伟大的古代文字破解联系起来。
(37)

 的确，楔形文字的破解开始于1800年，由哥廷根的浪漫主义学者G．F.格罗特芬德（G．F．Grotefend）读解波斯国王的名字而得，但我在本章试图表明，给人印象深刻得多的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不是来自浪漫主义和东方文艺复兴，而是主要来自埃及—共济会传统和法国大革命的科学精神。
(38)



另一方面，施瓦布声称东方文艺复兴与“东方学”被建立为一个学术学科相关，这一观点的确可以得到部分证实。阿拉伯语在欧洲中世纪早期是高等文化的语言，从那以后不时地在欧洲被教授。但是，阿拉伯语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经常性位置是在1799年确立的，与远征埃及相关联，那一年新创立了东方现代语言学校，西尔韦斯特·德·萨西（Sylvestre de Sacy）被任命为第一位老师。无疑，德·萨西作为新的神秘的东方学的老师和君主制的支持者，非常符合东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和保守模式。
(39)

 虽然法国因为远征埃及和1830年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需要阿拉伯语，但德国不需要，在那个国家里人们对阿拉伯语的兴趣微乎其微。而且，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指出的，东方主义继承了许多对伊斯兰教的传统憎恨，伊斯兰是基督教国家的首要敌人。
(40)

 在这一情景中，必须注意到，19世纪20年代，东方主义形成的一个关键十年，被希腊的独立战争左右着，战争的双方是基督徒希腊人与穆斯林土耳其人和埃及人。但是，有宗教和语言学理由认为闪米特文化即便不能与雅利安文化相比拟，至少也在同一平面上（参见本书第七章）。

东方文艺复兴不包括中国。自从16世纪以来，许多耶稣会士精通汉语，到18世纪之交，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和数十件旅行者的报告，欧洲人对中国有了一些细节的了解。
(41)

 从那以后，汉语在巴黎断断续续地被教授，但只是到了19世纪晚期，欧洲其他地方才创建了经常性的汉语教授职位。尤其惊人的是，虽然第一个梵文教授职位1818年创建于柏林，但直到那个世纪末，中国研究在德国处境艰难。正如一位法国汉学家1898年写道：“德国和奥地利在东方研究的一些分枝上成就斐然，但在汉学方面不足。”
(42)



虽然德国学者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控制了埃及学，但在东方文艺复兴的阶段，德国学者的主流与新学科没有任何关系。法国东方学家对商博良的敌意下文会有描述。在此，指出以下一点就足够了：雷蒙·施瓦布把他一部分的标题定为《对埃及的偏见》，并在其中写道：“认为埃及是对西方首先的和基本的东方影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学者们的埃及相对是个晚到者，只是在19世纪才来到。”
(43)

 在脚注中，施瓦布解释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19世纪对埃及的迷恋取代了对印度的迷恋”。
(44)



这些陈述在如此众多的方面误导人们，以至我不知从何说起。首先是东方学家对埃及的敌意和埃及学建立的迟缓。其次，我们已经看到，自从古代以来埃及就被认为是“对西方的基本东方影响”，比对印度的任何可以相比的兴趣时间要长得多。第三，虽然19世纪上半期对埃及有相当的好奇心，但在那时埃及被认为是外来的和陌生的——这就是说，和埃及早先作为欧洲的祖先文化的地位很不相同。正是从祖先文化这一神圣的位置，它被浪漫主义对印度的看法取代了。

总之，明确的是，学术东方学开创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最突出的是在德国，但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早期东方学家表示尊敬的唯一东方地区是中亚——它被视为欧洲的山区原生地——和印度，它被视为欧洲人可以从中了解自己的亲戚。但到了19世纪末，对这些地区的尊重也消失了。

爱德华·萨义德和R.拉希德（R．Rashed）已经表明，在基本层次上和从一开始，东方学对亚洲社会的兴趣就伴随着蔑视和以下信念，即“东方人”不适合分析和安排他们自己的文化。
(45)

 东方学学者同时试图强调其他大陆的古代文明，而不怎么重视它们在中世纪和现代的延续和发展。
(46)

 其他古代文明能够完全被西方学术适用，是因为据论证，现代居民要么自己是新的闯入者，要么堕落和“失去了”祖先的高级文化。而后来的文明不能这样被接管，它们被摒弃，被忽视，尽管几乎每一种情况下，欧洲人对古代文明的了解都是通过后来的文明。
(47)

 首要的是，据称只有欧洲人才有真正的历史感，尽管反面有决定性的证据。
(48)



无疑，早期东方学家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永恒的成就。然而，东方学的发展没有自然伴随着视野的开拓，像基内和施瓦布声称的那样。在许多方面，它意味着想象力的逼仄以及认为欧洲文明绝对内在高等的强化情感。这导致非欧洲的文化距离化和客体化，仅仅因为它们不是欧洲的，就把它们很不相同的特征归并到“东方”的大范畴里。它们被视为“奇特的”，与欧洲的活力相比，它们被视为惰性的和被动的。的确，自从19世纪以来，欧洲人实际上已经无法想象，任何其他大陆的民族能够像他们自己一样“科学”，或者亚洲人和非洲人对欧洲的形成做出了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49)

 这里，唯一表面的例外是古代伊朗和印度，但当然，它们被视为印欧家族的一部分。就这样，它们填补了“外来祖先”的神龛，从前，埃及和迦勒底占据着这一位置。例如，戈比诺肯定地说：“埃及和亚述两个民族在印度人后面有个位置。”
(50)



自然，至少在英国和法国，东方学在机构上的兴起必须与同时发生的殖民主义大扩张和其他形式的对亚洲和非洲的控制相联系。为了控制非欧洲的民族，不仅需要系统理解它们和它们的口语，而且关于它们文明的知识——这通过理解和分类它们的文化获得——保证了土著人只有通过欧洲学术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文明。这提供了又一根绳子，把殖民精英捆绑到宗主国身上；自从20世纪后半期直接殖民衰落后，这是保持欧洲文化霸权的日益重要的因素。
(51)



雷蒙·施瓦布杰出地表明，东方主义—浪漫主义主题在19世纪文化中出现得多么频繁。但他的暗示，即这是欧洲艺术中的新现象，完全是误导人的。欧洲对其他大陆的兴趣比上文描述的18世纪对埃及、阿比西尼亚和中国的热情要早得多。而且，19世纪神秘的东方学学术学科的建立为有教养的通才卸下了不合口味的职责，即认真处理和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东方文明的职责。17和18世纪的艺术家和政治家确实对待埃及和中国很认真，但19世纪的艺术家和政治家不一样，他们仅仅收集瓷器，或在文学艺术中引进外来的浪漫主义主题。

这些思想和教育上的变化可以与欧洲对其他大陆的殖民扩张的特定国家布局相联系。例如，17和18世纪古代印度研究的发展一开始来自东印度公司理解他们的臣民和“土著”同盟的需要。同样重要的是，将印度浪漫主义化是由德国人完成的，而德国人在南亚次大陆没有直接利益。甚至在英国，19世纪后半期占主导地位的印度主义者是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他在普鲁士大使克里斯蒂安·本森（Christian Bunsen）男爵的怂恿下得到任命，在牛津担任印度语言教授50年，整整50年中他一直很德国化。
(52)




 中国的衰落

印度文化的历史学衰落和古代闪米特人的衰落一样，直到19世纪末才发生。这里我们关心的是19世纪初以及中国人和埃及人的落魄。随着欧洲制造商开始用自己的产品来代替中国奢侈品，例如家具、瓷器和丝绸，种族主义和“进步”彻底得胜，浪漫主义“回归”到欧洲和基督教。这种做法使欧洲不仅得到了文化满足感。随着英国用兰开夏郡棉布和印度鸦片占领中国市场，贸易平衡开始对中国不利，紧跟着欧洲商业优势的是军事行动。

从1839年——在这一年，英国人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免于中国政府的禁令，不惜发动战争——到世纪末，英国、法国和其他“列强”连续攻击中国，来获取更多更大的特许权（concessions）。使这些行动和剥削合理化的需要，中国真正的社会崩溃——这主要是欧洲压力的结果——还有总体的种族主义和“回归欧洲”，这些力量导致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变化。中国从前是理性文明的模范，现在被视为肮脏的国家，各种各样的酷刑和腐败盛行。带着下流的反讽，中国人尤其因为吸食鸦片而被谴责。德·托克维尔19世纪50年代写作时，无法理解为什么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如此崇拜中国。
(53)



中国名声的衰落在语言方面也有表现。洪堡难以把孤立语汉语——还有科普特语，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有英语——安放进他的从黏着性到有屈折变化的语言的进化性进步中。他不认真地考虑过但排斥了下述概念，即汉语是婴儿语言，因此是人类婴儿期的语言。
(54)

 到世纪中期，伟大的印欧语系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等人没有这样的不安。施莱歇认为有一个三阶段的进化等级：从孤立的汉语，到黏着性的突雷尼语族（土耳其语和蒙古语），顶点是有屈折变化的闪米特语和印欧语。
(55)



克里斯蒂安·本森男爵对埃及的矛盾态度极度痛苦，但他对汉语的语言地位，因此还有历史地位没有犹豫。他认为，中国（Sinism）是世界历史中最原始的阶段；接着是土耳其（Turanism），再后面是埃及（Khamism）。再往后是大洪水和真正历史的开端，真正历史是闪米特人和印度—日耳曼人之间的辩证运动。
(56)

 这样，在历史语言学的“科学”基础上，埃及和中国被踢出历史，踢进了大洪水之前的过去。我已经强调过，种族和语言的关系在19世纪极其接近。因此，埃及和中国语言地位衰落的对应物是它们解剖学上和种族上的衰落。


 19世纪初期的种族主义

19世纪初期种族主义的大肆成长包括对中国人和埃及人日益贬义的“种族”分类。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和基督教的复兴，基督教不能恢复其位置的一个关键信条领域涉及人类的统一性。在提倡“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新教运动19世纪20年代受到挫折后，甚至多源论也有所复原，而1800到1850年的阶段基本上用尽各种方法，努力寻找种族差异的解剖学基础，每一个有文化的欧洲人都“知道”这些差异的存在。
(57)

 这一研究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但这一点并不影响大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它可能是一个因素，使得许多更为谨慎的学者继续使用语言来解释他们视为不同种族间的明显不平等。不管它采取何种形式，种族特征的新原则浸透了生活和学术的所有领域。
(58)



文艺复兴时期的旅行家安德烈亚·科萨利斯（Andrea Corsalis）把中国人描述为“跟我们一样”。
(59)

 大致上，17和18世纪作家认为中国人属于一个不同的，但未必低等的种族。
(60)

 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两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人在种族上是可鄙的。正如1858年发表在《笨拙周报》（Punch
 ）上的一首反复出现同一声音的诗写道：

约翰中国佬生来是流氓，

真理的法律他不屑一顾；

约翰中国佬是个大牲畜，

他拖累了全体人类。

残忍的约翰中国佬，唱呀“对”，

倔强的约翰中国佬，唱呀“唷”。

科布登（Cobden）也无法去掉

人类加给约翰中国佬的诅咒。



小小猪眼睛，大大猪辫子，

吃什么老鼠、狗、鼻涕虫、蜗牛，

只要进了龌龊的煎锅里，

约翰中国佬什么都是美食。

唱呀“谎茶”
(61)

 ，狡猾的约翰中国佬，

不要抵抗，懦弱的约翰中国佬，

约翰牛有个机会，只要他能，

让他开开约翰中国佬的眼睛。
(62)



19世纪学者咒骂的程度只是稍微轻一点。无论新人类学家想象出多少种人类的分类，“黄”种人都处于中间，在白种人之下，黑种人之上。而且，启蒙运动时崇拜中国人的稳定，现在中国人却因此受到谴责。19世纪初期伟大的博物学家居维叶（Cuvier）男爵认为：“这一种族在中国和日本形成了强大的帝国……但是其文明长时间以来是静止的。”
(63)

 对于种族主义先驱者德·戈比诺伯爵来说，黄种人

身体活力很少，倾向于无动于衷……欲望薄弱，意志倔强而非极端……在一切事物中，他们都是中不溜。他们对不太崇高或不太深刻的事物有足够容易的理解……黄种人从严格意义上说，是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不梦想或享受理论。他们很少发明，但能够欣赏和改造他们使用的东西……
(64)



应该记住，戈比诺只是作为希特勒的前身才臭名昭著；在19世纪的时候，尽管有些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被接受为古怪的但名誉显赫的学者。中国人新的种族地位足够将他们从充满活力的世界历史这一浪漫主义图景中去除，任何人心里都没有疑问，“中国佬”在种族上是中不溜。


 古埃及人是什么肤色？

古埃及人的种族地位要比中国人不稳固得多，这是由于两个原因：学者们关于他们“种族”的意见非常不一致，埃及人将自己折中在白人顶点和黑人最低点之间。对于居维叶来说，

黑人种族……特征是黑肤色，鬈头发，扁头颅，平鼻子。脸的下部突出，还有厚嘴唇，显然使他更像猴子：他组成的群落总是处于最完全的野蛮状态中。
(65)



而戈比诺认为：

黑种人是最低等的，处于梯级的底部。其基本形式所具有的动物特征从胚胎形成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它的命运。它从未离开过最受限制的智力领域……如果它的思想功能是中等的甚或不存在，那么它的欲望，因此还有它的意志具有一种经常可怕的烈度。许多感官发展的健壮程度在其他两个种族中是没有的：主要是味觉和嗅觉。正是在它对感觉的贪婪中，最能体现它低等的标志……
(66)



如果欧洲人在整个19世纪对待黑人像上述两者一样坏的话，必须把黑人变成动物，至少也得变成亚人类；高贵的高加索种人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其他完整的人类。这一颠倒为“埃及问题”的种族和主要侧面准备了场景：如果科学“证明”黑人在生物学上不能够文明化，那么如何解释古埃及——不方便的是，它恰好在非洲大陆上？
(67)

 有两个，或者说三个，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否认古埃及人是黑人；第二个是否认古埃及人创造了“真正的”文明；第三个是两者都否认，以加强证明。多数19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喜欢第三种方法。




那么，古埃及人到底属于哪一“种族”呢？一般说来，我很怀疑“种族”概念的有用性，因为在此问题上不可能取得任何解剖学的精确。而且，即便人们为了论证而接受它，我也更加怀疑在古埃及人这一例中找到答案的可能性。关于此问题的研究通常揭示了研究者的倾向，而非问题本身。但是，我相信，至少最近7000年中，埃及的人口包括非洲、西南亚和地中海的类型。清楚的还有，越往南走，即越往尼罗河上游走，人口肤色越黑，越黑人化，这一点在最近7000年都是这样。如同我在绪言中所说，我相信埃及文明基本上是非洲的，在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即希克索斯侵略以前，比起侵略以后，非洲的成分要更强。而且，我相信，在上埃及建立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埃及王朝——第一王朝、第十一王朝、第十二王朝、第十八王朝——其法老人们可以有用地称之为黑人。
(68)



但是，埃及文明实际上的非洲性质和我们目前的讨论无关，我们关心的是人们认识中的埃及人的“种族”地位有哪些含混之处。在古典时代，埃及人被视为黑人和白人或黄种人；希罗多德称他们有“黑皮肤，鬈头发”。
(69)

 另一方面，花瓶上的蒲西里斯画像倾向于把他画成高加索种人，虽然他有白人随从，也有黑人随从。
(70)



让·德维斯（Jean Devisse）教授表示惊讶，早期基督教关于埃及人的画像中有这么多黑人。
(71)

 他还表明，埃及人在15世纪很受崇拜时，是如何被“黑人化”的。黑肤色和埃及智慧之间也有某种关系。许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把东方三博士之一——很可能是埃及人——描绘为黑人。
(72)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对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表现是个欧洲人，虽然有时有不明显的东方特征。
(73)



在英国，吉卜赛（或埃及）的名字被赋予印度西北部人们的事实表明，在15世纪，埃及人被视为原型黑人。
(74)

 塔木德经关于“含的天谴”是黑皮肤的阐释在17世纪广为流传［含是迦南和麦西（Mizraim，即埃及）的父亲］。
(75)

 另一方面，17世纪晚期日益兴盛的种族主义伴随着对古埃及人的日益尊重，所以古埃及人倾向于被白人化。贝尼耶（Bernier）1684年发表了《根据居民的不同种类或种族对地球进行的新划分》，他坚称埃及人是白人种族的一部分。
(76)



几乎没有疑问的是，许多共济会会员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奴隶贸易，他们没有像正统基督徒那样信奉单源论，这些事实倾向于推翻他们的人类中心说传统以及“所有人类都是结盟兄弟”的共济会信条。他们的焦点是埃及，所以需要大力区分“动物”黑人和高贵的埃及人。例如，在《魔笛》中，莫扎特在好色的摩尔人莫诺斯塔托斯（Monostatos）和埃及哲学家萨拉斯特罗（Sarastro）之间有强烈的对比。
(77)

 的确，如果我们注意到对埃及殖民化好处的强调——这是《塞索斯》的一个中心主题，还有《塞索斯》和其他许多18世纪作品的强烈对比，即埃及人到来之前佩拉斯吉人“吃橡树果实”，到来之后希腊文明无比辉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我们可以建议说，它们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同时代欧洲活动合理性的证明。

但是，在18世纪后半期，也有潮流要把埃及人拉回到非洲，这一潮流与对埃塞俄比亚的热情相关，这种热情反映在约翰逊博士的小说《拉塞拉斯》（Rasselas
 ）和他翻译的洛博（Lobo）神父在那个国家17世纪的游记。
(78)

 中世纪的传说中有个祭司王约翰王国，这是欧洲在伊斯兰之外的基督教盟友，人们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来定位这个王国，虽然如此，埃塞俄比亚作为新奇的、遥远的山地和基督教王国是一个可敬的候选人。而且，埃塞俄比亚可以很可信地与古埃及相联系。

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应用“阿比西尼亚”这个名字正是为了避免“埃塞俄比亚”，因为后者与黑色的联系难以去除。约翰逊小说的第一个美国版1768年出版于费城，标题是“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拉斯的历史：一个亚洲故事”！居维叶男爵将埃塞俄比亚人与黑人等同起来，却把阿比西尼亚人——作为阿拉伯殖民地——分类为高加索种人。
(79)

 但是，这一区分太细微了，没有效力。伟大的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学习得更好，他的灵感是关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幻想与寻找尼罗河的源头。对他来说，埃塞俄比亚山区的居民是黑人，从整体来说很美丽。他迷人的发现鼓励着像他自己一样的埃及崇拜者，如旅行家兼学者德·沃尔内（de Volney）伯爵、迪皮伊和商博良，这些埃及崇拜者强调上埃及，甚至埃塞俄比亚作为埃及文明源头的重要性。
(80)



尽管埃塞俄比亚热有明显的浪漫主义魅力，德国人还是没有卷入其中。他们欧洲之外的幻想总是集中于亚洲，当他们把埃及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联系起来时，他们是在贬抑埃及。温克尔曼不喜欢埃及人的外表上文已经提到了；下面的引文表明他相信非洲的联系对埃及来说是多么不幸：

人们怎么能够发现他们的形体哪怕有一点儿美，因为他们的原型全部或几乎全部有着非洲人的形式？这就是说，他们像非洲人一样，有着凸嘴唇，缩进的小下巴，凹陷的扁平的侧影。不仅像非洲人，而且像埃塞俄比亚人，他们经常有着扁平鼻子和黑皮肤……因此，画在木乃伊上面的所有人物都有深棕色的脸。
(81)



英国和法国持类似态度。例如，与温克尔曼几乎同时写作的夏尔·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论证，古埃及人与当代黑人类似，因为他们的动物崇拜就是“黑人拜物教”，而共济会遵从至少像普鲁塔克一样古老的传统，把埃及人的动物崇拜视为寓言性的。
(82)

 但是，18世纪末的主流观点是莫扎特和他的歌词作者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在《魔笛》中的观点：埃及人既不是黑人，根本上也不是非洲人。类似地，赫尔德非常崇拜东方，他把埃及人视为亚洲民族。
(83)

 人类学家和种族研究的先驱者蒙博多（Monboddo）勋爵以把猩猩包括进人类而闻名，他非常崇拜埃及人。
(84)

 布卢门巴赫把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犹太人一起，归入高加索人种。
(85)

 几十年以后，居维叶认为埃及人“很可能”是白人。

埃塞俄比亚的主导语言属于闪米特语系，似乎是由于这个原因，阿比西尼亚人作为高等种族成员的地位实际上比埃及人要牢靠。
(86)

 19世纪上半期，欧洲人能够得到的古埃及人图像再现大大增加，这些图像表明埃及人是彻底混合的人口，结果埃及人日益倾向于被视为非洲人和黑人。

到19世纪中期，戈比诺复活了《圣经》——更确切地说，是《塔木德经》——计划，将埃及人归类为含米特人和实际上的黑人。因此，他发现接受施莱格尔的理论是有用的，即埃及“文明”——在戈比诺承认它存在的程度上——源于印度“雅利安”殖民者的移植。
(87)

 在那之前，埃及人的黑皮肤和他们的高度文明之间在漫长历史跨度的帮助下，达成了两个妥协。第一个和解与普遍认为的印度情形一致——原本“纯洁”的埃及人是白人，但后来其他种族掺杂相当多，这一混合和种族间通婚是他们堕落的主要原因。
(88)



第二个和解恰好相反，由19世纪初期的人类学家W．C.韦尔斯（W．C．Wells）提出。韦尔斯与人权运动相联系，反对极端的种族主义和多源论，他认为黑种人会进步。虽然他接受肤色和文明程度之间的联系，但他坚持说是文明决定了肤色，而非相反。例如，他注意到，古埃及艺术表现了明显是黑人的人，但现代埃及人不是黑人。因此，他论证，有可能埃及人的肤色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变浅了。
(89)



韦尔斯写作于1818年，他表明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思想氛围改变得是多么彻底。面对着甚至可以超越《圣经》永恒缩影的、完全得胜的“进步”，古埃及高等文明的概念被摒弃了：“埃塞俄比亚人能改变肤色吗，豹子能改变身上的斑点吗？”
(90)

 但是，韦尔斯在两方面是对的。首先，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对早期埃及人的认识是黑人——例如，参看远征中法国科学家测量斯芬克斯的著名图像。
(91)

 其次——无论韦尔斯是否意识到——1818年的埃及正处于“民族文艺复兴”的开端。


 现代埃及的民族文艺复兴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似乎在古埃及名声的历史中不是个问题。然而，如同歇洛克·福尔摩斯故事中“夜里不咬人的狗”一样，埃及文艺复兴没有能够影响到学者们关于古埃及人的种族刻板形象，这一事实本身告诉了我们有关古埃及人很重要的东西。

自从16世纪以来，埃及一直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土耳其人一直通过旧有的统治者来统治，即马穆鲁克（Mamelukes），主要来自高加索的一群奴隶，他们组成了军队中最可怕的一部分，自从13世纪以来控制着埃及。马穆鲁克的历史极其血腥残酷，高层的权力经常走马灯似的变换。但到了18世纪末，埃及的商业农业生产、贸易和制造业达到了使埃及按照世界标准来说富裕的水平。
(92)



马穆鲁克的统治和土耳其的宗主权接着受到1798年拿破仑征服的严重削弱，拿破仑征服主要通过操纵埃及社会中的阶级、宗教和种族划分来实现。到1808年——在法军撤离和英国干涉带来的大混乱之后——英国人被赶了出去，权力集中到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 Ali）手里，阿里是土耳其军队的阿尔巴尼亚将军。几年以后，他屠杀了马穆鲁克，成为埃及总督，实际上独立于土耳其人。

穆罕默德·阿里开始了对埃及经济和社会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运动，这一伟大的运动只有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可以相媲美。马穆鲁克和税款包收人的土地被没收后直接分给农民，农民向国家交纳租金和税收。巨大的灌溉工程开工了，棉花和糖进行大规模的商业种植。而且，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起了现代工厂，来加工这些庄稼，但是，与俄国和日本一样，工业的主要特点是建立兵工厂，以供应现代军队，使它独立于外国的武器。
(93)

 认为这一计划带来有害的后果不无理由，因为它使国家太依靠棉花，豢养了一批富有的商业大地主，他们的影响对国家发展很不利。但从短期来看，这一计划取得惊人的成功。到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现代工业产量仅次于英国。
(94)



有了这些经济和政治基础，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创建海外埃及帝国。他的现代军队在西阿拉伯半岛征服了许多土耳其的附属国，到1822年，他的将军们已征服了苏丹。于是，他向北方，向叙利亚和希腊扩张：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普通臣民，许多希腊人住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从事了新经济的商业部分。穆罕默德·阿里权力上升后，更多的希腊人来到这里，参加他的新军，并分享经济繁荣。
(95)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土耳其的苏丹王在绝望之中，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克里特岛和摩里亚半岛（Morea，当时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称呼）的帕夏管辖区或省总督的职位，换取他消灭叛军。四年中，由于希腊舰队技术熟练，炮火猛烈，埃及人无法入侵。但在1825年，希腊舰队因为发不出军饷而叛乱，埃及人借机成功登陆，登陆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由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率领。这一支军队得以消灭希腊游击队的激烈抵抗，但镇压日益野蛮。易卜拉欣接着向北机动到迈索隆吉翁（Missolonghi），在这里希腊爱国者被土耳其人包围着。

战斗力强的埃及军队一到，土耳其人如虎添翼，结果拿下了这一希腊革命的中心，但受到了英雄般的抵抗，拜伦战死在那里，欧洲各国政府因此支持同情希腊人事业的亲希腊的学者和艺术家。起义现在成为洲际战争，欧洲在一边，亚洲和非洲在另一边。
(96)

 一些人认为，衰落中的土耳其对希腊和欧洲的威胁比埃及要小。正如奥地利总理梅特涅（Metternich）写道，他是在考虑埃及从土耳其那里取得完全独立的可能性：“这样，人们会看到如此经常地被宣布为欧洲最可怕威胁的实现——一个新的非洲强国……”
(97)



为了遏止这一可能性，英法政府试图使埃及与土耳其分裂。他们还试图说服穆罕默德·阿里从摩里亚半岛撤军，作为补偿，他们会强迫土耳其政府授予他叙利亚的帕夏管辖区权限。1827年，英、法、俄海军的中队在纳瓦里诺（Navarino）消灭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希腊独立有了保证。埃及人签订了协定，同意从伯罗奔尼撒半岛撤军，并释放希腊奴隶。尽管忍受战败的屈辱，穆罕默德·阿里还是得到了叙利亚，继续他的经济和军事扩张。

19世纪30年代，埃及人控制了叙利亚，开始对这个国家实行现代化，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权力基地。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得以在克里特建立殖民统治。克里特岛的人口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即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野蛮战争中，伤亡非常严重：唯一的相对休战期是易卜拉欣的军队控制了克里特以后的18个月内，以作为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垫脚石。
(98)



1827年埃及在纳瓦里诺战败之后，基督徒克里特岛人在欧洲军舰的保护下，再次举行起义。但英国不希望事态向完全有利于克里特的方向发展，结果1829年，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许在岛上重新建立他的政权。三年的相对平静后，基督徒克里特岛人因为不满意在其他希腊人独立时受穆斯林的奴役，再次起义反叛，结果受到残酷镇压。1834年以后，强制推行严格的殖民统治，但穆斯林没有得到偏袒，与埃及的大量希腊人口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穆罕默德·阿里和克里特岛人都从中获益。疾病得到控制，财富和人口都大量增加，从后来的角度看，在土耳其几十年的暴政之后，这一段似乎是克里特岛的黄金时期。
(99)



1839年，穆罕默德·阿里宣布他自高门
(100)

 独立，并侵略土耳其。五天后，苏丹王死掉了，很快，土耳其舰队叛乱，加入了埃及人。非欧洲人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威胁可怕得几乎不可想象，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一致行动，驰援土耳其。这次国际行动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只有大约六十年后的中国义和团运动可以相媲美。在封锁的威胁下，穆罕默德·阿里被迫交出叙利亚北部和克里特岛，并再次沦为土耳其的附属国。
(101)



新协议对埃及经济的打击甚至比纳瓦里诺战败后还要严重。19世纪30年代中，穆罕默德·阿里以国家为中心的自给自足政策已经受到欧洲商业渗透的削弱；1839年的新协议后，埃及经济被迫回到土耳其传统经济的方向。这一倒退把埃及经济完全暴露在欧洲制造业的威胁之下，埃及工业受到削弱，并经常遭到毁灭。
(102)

 但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代保留了相当的财富和权力，直到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被英国人打败。的确，只是在1880年英国人接管之后，埃及的现代经济才受到进一步的和严重得多的损害。
(103)



现代历史的这一插曲如此鲜为人知这一事实并不令人吃惊。它并不符合积极的欧洲向消极的外部世界扩张的范式。19世纪的埃及帝国像同样晦暗和昙花一现的成功故事一样，例如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彻罗基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例子，非欧洲人用欧洲人的游戏规则打败了欧洲人，却因此被迫放弃游戏。
(104)

 在欧洲人自然高等的种族刻板形象失败的时候，它必须依靠人为干涉来维持。

这些事件与我们的关注点相合的地方在于，同时代关于古代史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过自从拉美西斯二世以来最伟大的埃及帝国。更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埃及人控制了大片希腊地区的时候，至少部分地因为“民族性”，埃及人达那俄斯的侵略竟然被否认了。
(105)

 在某种程度上，这中间看不出任何异常可以用同时代的“新闻报道量”来解释。虽然在官方报道中，埃及统治的相对高效得到关注，但在大众报道中，埃及人在大屠杀中的角色被比作远远更加广为流传的土耳其人和基督徒希腊人的屠杀。而且，黑人站在希腊土地上的形象被视为尤其令人震惊。
(106)



同时代的古代史学家没有提到同时代埃及的成功，尤其没有提到它对希腊的征服，这不能完全解释为职业历史学家不关注近期的事件，或者说在伊斯兰到来之后埃及历史有个彻底的断裂。19世纪初期的历史学家位于浪漫主义时代的核心，这一时代认为种族有着永恒的本质和特征。例如，那时毫不犹豫地把异教的哥特人和北欧海盗与19世纪基督教英国和德国的胜利相联系。双重标准的原因显然是种族主义。历史学家们相信非洲人在种族上绝对低等，他们当时不方便承认——事后看来也是这样——埃及人能够训练出英勇的征服军队，像拿破仑、威灵顿（Wellington）或布吕歇尔（Blücher）的军队一样，即便这一军队的领袖是叛徒欧洲人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


 迪皮伊、若马尔和商博良

这一模式的巨大例外是日本，其规模和能量使得它极难纳入殖民系统，而必须与西方人眼中大得多的国家中国一起看待。即便如此，日本的明显成功被解释成某种形式的“欺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人因为种族刻板形象，坚持说日本人体力上战不过西欧人。

在贬低埃及人和摒弃古代模式中，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因素，1860年以后它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但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埃及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古老竞争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已经讨论过夏尔·弗朗索瓦·迪皮伊作为革命政权的文化顾问和在《所有崇拜的本源》中对基督教的威胁，这部书使用大量确证性细节，声称基督教源自埃及天文学宗教寓言的被误解的残骸。

这样的想法，在法国大革命和基督教作为社会秩序的必要堡垒复兴之后，成为令人厌恶的东西。由于迪皮伊感到痛苦的不仅有赤裸裸的反动派，还有基督教的“批评性辩护者”。柯尔律治在阅读贝克莱之后宣称自己是“贝克莱主义者”；有人对福音书的历史性进行挑战，贝克莱的辩护是，从所有历史都是神话的立场出发，福音书的可靠程度与任何其他文本一样。
(107)

 正如托兰和激进启蒙运动使牛顿、本特利和惠斯顿感到害怕一样，迪皮伊甚至使19世纪初期的开明人士感到威胁。例如，前总统约翰·亚当斯为他感到着迷。1816年，他写信给朋友托马斯·杰斐逊说，与其把钱花在传教士身上，“我们应该规划一个学会，把迪皮伊译成所有的语言，并给予任何对迪皮伊做出最好回答的人或团队以钻石的奖赏”
(108)

 。钻石的奖赏应该归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对迪皮伊和埃及—共济会及其与法国大革命联系的强烈害怕，还有基督教、希腊和古埃及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出现在商博良曲折的生涯里。作为东方文艺复兴的对立面，商博良在许多方面应该被视为共济会启蒙运动的顶点。他似乎在青少年时期沉浸于共济会思想的时候就发现了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使命，到他20岁时，他已经掌握了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科普特语，为完成他的使命做好了准备。
(109)



由于现在有了一些新文本的摹本，包括新发现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上面用希腊语、世俗体和埃及象形文字刻写着同样的文本，破解成为可能。但是，如加德纳所说，商博良“总是倾向于返回到他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纯粹象征特征的不和谐理论”。
(110)

 最终他克服了它，这一事实表明，虽然他的破解需要共济会冲动，但只有当埃及理想开始破裂和浪漫主义语言学开始胜利的时候，破解才能够成功。只有在这一时刻，他才能抛弃共济会的中心信条，即埃及象形文字是纯粹象征性的，没有语音功能。

更进一步的反讽是，商博良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1822年，把登德拉（Dendera）的罗盘日期定于罗马时代，而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迪皮伊的追随者，关于拿破仑远征的杰出学者，曾声称这个罗盘来自公元前数万年前。
(111)

 这对基督教的帮助出现在法国驻罗马大使关于教皇态度的报告中，据报道教皇说：

［这］……对宗教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商博良］……打破和挫败了这一哲学的骄傲，即声称在登德拉的罗盘中发现了比《圣经》还要早的编年史。”教皇因此请求泰斯塔（Testa）先生，在古代研究方面最有学问的学者，详细展示商博良先生论证下列观点的过程：（1）这一罗盘是在尼禄统治时制造的；（2）不存在公元前2200年以前的纪念碑，即亚伯拉罕时代以前的纪念碑，所以，与我们的信仰相符合，大约有十八个世纪的黑暗时代，其间只有对《圣经》的阐释才能引导我们。
(112)



这一帮助解除了迪皮伊的威胁，它解释了为什么1822年以后极端贵族、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对商博良和他的哥哥的态度表现出明显变化，他们曾痛恨这兄弟两个的极端激进主义和对拿破仑的支持，它还解释了商博良为何从他蔑视的政权那里得到相当的恩佑。商博良小心地把他的历史发现限制在希克索斯以后的王朝，这在当时的日期是公元前2200年，他因此承认了《圣经》的优先权。虽然这为他赢得了基督教卫护者的支持，但他使人们注意到最早的希腊文明之前很久埃及的胜利，这让希腊主义者感到痛恨。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分解了基督教和希腊主义之间的联盟。

商博良在学术圈中有许多敌人，他们包括像若马尔一样的埃及学家对手，他推翻了若马尔给罗盘定下的日期，还有浪漫主义的和保守的东方学创建者，西尔韦斯特·德·萨西。但是，把他排斥在两个法兰西学院之外的反对力量的中坚是希腊主义者，如让·安托万·勒特罗纳（Jean Antoine Letronne）和拉乌尔·罗谢特（Raoul Rochette），他们此时热烈地反对埃及。
(113)

 然而，到1829年，皇家的恩佑、他的破解的可信性和应用使得希腊主义者当中足够多的人回心转意，商博良得到了早就该有的认可。接着，在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的自由氛围中，商博良得以自由地发表他的结论，认为埃及日历，因此还有埃及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5年。这使得基督徒和希腊主义者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他，在他1831年死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埃及学进入衰退期，而他的希腊主义和东方学敌人继续操控着法国学术机构。确实，终极反讽的是，商博良的悼词不是由他的朋友和恩主、法兰西学院的终身秘书达西耶，而是由达西耶的继任者、商博良的头号敌人德·萨西念的。
(114)



直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古代史学家才认为埃及文本的译文是可靠的。1831年到1860年间对埃及学缺乏任何严肃的考虑这一点对本书的主题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阶段，以埃及为基础的古代模式遭到破坏，以印度为基础的雅利安模式建立起来。反映这一过程和古代埃及名声的总体衰落的一个良好例证是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虽然这部小说作于19世纪60年代，但它细致重建了1830年左右的思想生活。小说中，老学者卡索邦对古代埃及的兴趣被用来象征他的蒙昧主义。与此相对照，年轻的拉狄斯洛（Ladislaw）刚刚从浪漫主义的中心、在罗马的德国人社区回来，他并未批评卡索邦没能考虑商博良的新破解。但他对他不能阅读新的德国学术和对埃及感兴趣本身感到轻蔑。
(115)



罗马的德国人社区在19世纪前20年的官方首领是伟大的罗马史学家、做过一段时间的梵蒂冈教廷的普鲁士公使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与他的秘书和继任者克里斯蒂安·本森。两个人都完全支持新的浪漫主义和对种族的激情。但是，与亚历山大和威廉·冯·洪堡一起，他们是19世纪20年代仅有的几个信服商博良的破解的德国学者。然而，即便他们对埃及文化也有严重保留。1833年，威廉·冯·洪堡作为柏林新的国家博物馆的组织者，坚持说，虽然埃及物品对学者们，包括他自己，有价值，但在国家博物馆里它们不应该被给予平等的地位，因为这一博物馆为了公众的进步，应该着重于“艺术”（Kunst），他的意思是指希腊和罗马的古董，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116)



克里斯蒂安·本森曾在哥廷根学习过，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的一个关键时期成为普鲁士驻英国大使。他学习了埃及象形文字，在19世纪三四十代支持埃及学，反对“他的同胞的坚定的怀疑和漠然”，在这一学科处于低潮时保留了薪火，但代价是把古代埃及变成了陌生的研究对象。
(117)

 当他第一次考虑研究埃及语时，他写信给尼布尔说，他“有某种畏缩感”。
(118)

 在描述去罗马城外的奥尔巴尼别墅（Villa Albani）旅行时，他记录道：“没有美好的或希腊的东西可以观看，但是所有埃及的东西都被寻找出来。”
(119)



本森对德国埃及学家赖夏特·莱普修斯（Reichardt Lepsius）与英国埃及学家和亚述学家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的支持为他在埃及学历史上赢得了永久的荣誉地位。伯奇简短的《埃及象形文字词典》是所有语言中同类书的第一本，发表于1867年，不过是作为本森厚重的《一般历史中埃及的地位》第五卷第二版的附录发表的。确实，主要正是由于这些卷书，本森多侧面生涯的埃及学视角在他生前身后才广为人知。

虽然本森写作上述著作是在19世纪40年代，但他声称，他关于此问题的基本概念实际上在破解之前很久就已形成，早至1812年他在哥廷根当学生时。这样，可以追溯到C．G.海涅和布卢门巴赫的思想世界，本森与前者相遇，在后者指导下学习。但是，他的规划中显然有后来的思想发展的痕迹，比如他认为埃及人是阿拉姆（闪米特）种族和印度—日耳曼种族的共同根基的非洲版本。本森坚持说：

人类种族的文明主要得自两大民族家庭，他们之间的联系像他们早期的分离一样，是不可能弄错的事实。我们称呼的一般历史在我看来，必然是两大种族的历史……其中，我认为印度—日耳曼种族是历史的主流；阿拉姆种族与它相交，形成神圣戏剧的插曲。
(120)



在别的地方，他用另一种形式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如果希伯来闪米特人是人类的牧师，那么，希腊—罗马雅利安人是，而且将来永远是，人类的英雄/主人公。”
(121)



两个“主要种族”间可以感知的不平等将要在下文进一步讨论，但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施莱格尔早先声称两大语言家族绝对不同，但19世纪40年代时，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具有共同渊源的概念仍然可以接受。随着19世纪向前发展，这一概念越来越不可接受，但仍继续存在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反犹主义的高潮到来。
(122)

 本森认为他的框架与商博良工作带来的新信息相符合，他看到埃及语与闪米特语之间有清晰的联系，二者与印欧语系有重要的联系。
(123)



《埃及的地位》一书中有相当部分与年代相关。为此，本森在古典和《圣经》来源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埃及和天文学数据。他的结论遵从了商博良，即埃及日历始于公元前3285年。与此相对照，他关于一般历史的日期与这一系统没有关系，今天会被视为彻底荒诞的。本森属于新一代热烈的基督徒，认为大洪水之前世界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中国，公元前20000年—公元前15000年；土耳其，公元前15000年—公元前14000年；埃及，公元前14000年—公元前11000年。
(124)



这里，从中国到中亚，到埃及，最后到欧洲的历史顺序和他在第一稿中阐明的相当不同，那里包括三个阶段：东方，然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最后是第三阶段，日耳曼民族。两个规划放到一起，看起来很像洪堡从黏着性语言到有屈折变化的语言的“进步”或者黑格尔气势磅礴的“世界历史的阶段”，二者都几乎在同时产生。在黑格尔那里，正如太阳从东向西运行一样，国家或普遍观念从蒙古和中国直觉的“神权独裁制”运动到印度的“神权贵族制”和波斯的“神权王权制”，而埃及是东西方之间的转折点。所有这些形成了人类第一期，黑格尔明确地把它比喻为童年期。
(125)

 第二期，即人类的少年期，是希腊，这时第一次有了道德自由。第三期是罗马，最后的顶点是日耳曼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规划中黑格尔关于埃及说得异乎寻常地少，他把它置于印度之上似乎是一个肤浅的手段，使得普遍观念的总体运行方向是从东向西。在他1816年到1830年间发表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他相当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和印度思想，但只是在讨论希腊哲学的源头时提及了埃及。
(126)

 因此，欧洲文化超越了东方文化的分阶段历史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兴盛一时。

现在回到本森。他的雅利安—闪米特主义和他认为埃及是遥远的文明源头的信念把他牢牢地定位于19世纪初期；此类观念在他活着时（1791—1860）失去了存在基础，1880年后在学术圈中成为不可接受的。虽然本森和他的同时代人把中国人和埃及人视为文明的先驱者，但本森将他们踢进了大洪水之前的遥远过去。在他看来，在几乎所有19世纪中期的历史学家看来，真正的历史是由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之间的对话组成的。所以本森断然否定了埃及人在爱琴海殖民的希腊传说。

和他的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本森承认希腊神话包含了一些闪米特影响，但是，他遵从德国最新的学术，相信这些影响是间接的。根据他的规划，闪米特的希克索斯人在公元前16世纪被从埃及逐出时被叫作Peleset或Pelasgoi（佩拉斯吉人）。一些人在克里特岛和南爱琴海殖民，驱逐了住在诸岛上的雅利安人。这些雅利安岛民采用了他们驱逐者的名字，转移到了希腊大陆，在那里成为爱奥尼亚人的祖先。正是他们，由于曾经受过闪米特的影响，向希腊介绍了近东文化的片断。
(127)



以这种复杂、笨重的方式——并没有古代权威支持它——本森试图既包括关于腓尼基殖民的希腊传说，又包括希腊明显的闪米特影响，同时保护了希腊的雅利安纯洁性。但在这里，我们进入了第八章和第九章要讨论的反犹主义时代，那两章将详细讨论埃及人、腓尼基人与爱奥尼亚人、多利安人之间的分别。

此时，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只是在学者们放弃了任何埃及人殖民过希腊的概念，或者埃及文化对群岛有任何重要影响的概念许多个十年之后，关于埃及语的知识才可以用于比较目的。因此，虽然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们渴望对埃及语做比较研究，但他们无法这么做。与此相对照，19世纪晚期的学者拥有了这一工具，却相信任何细致的比较都是徒劳的。到19世纪40年代，埃及语言和文化被视为一个绝对低等、更为落后的种族的产物，它从本质上无法对伟大的雅利安文明和印度、希腊、罗马的高贵语言做出贡献。


 埃及一神教还是埃及多神教

有时人们指出，埃及名声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埃及文本一旦被阅读，人们便不再对其内容抱有幻想。但是，对于商博良来说不是这样，他对埃及的热情随着他的生命而增加。19世纪50年代末期埃及学复兴时，埃及学家们一方面崇拜商博良，他们学科的公认的创建者，并接受他对埃及的尊敬，另一方面受到盛行的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精神影响，对埃及文化不屑一顾，持藐视态度，在两者之间左右为难。虽然二者之间的一致并不确切，表现这一张力的关键问题是埃及宗教的性质。正如宗教史学家卡尔·贝特（Karl Beth）1916年写道：

一神教还是多神教？自从第一批埃及文本被发现以来，这一直是埃及学中的重大问题。我在此做出的概观表明两种回答都有道理；它还表明两种答案的支持者像口号一样使用这些概念，但两个概念都不能涵括埃及宗教的真正个体性。
(128)



如果正如他可信论证的那样，埃及文本的集合可以用两种方式解读，那么，过去和现在争论的是什么？争论的实质似乎是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之间古老斗争的延续。如果埃及宗教是一神教，它可以被视为基督教的基础或源头。但在19世纪晚期，种族问题更为突出。如果埃及宗教是一神教，它将侵犯雅利安—闪米特对文明的垄断。

埃马纽埃尔·德·鲁热（Emmanuel de Rougé）和海因里希·布鲁格施（Heinrich Brugsch）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埃及学的领袖，他们都遵从商博良及其背后的赫耳墨斯和柏拉图传统，所以相信纯粹的埃及宗教是崇高的，本质上是一神教，正如德·鲁热所言：“一个概念居主导地位，即单一的、原始的上帝的概念；在所有地方，它总是单一物质，独立存在，不可接近的上帝。”
(129)



1868年，布鲁格施被任命为哥廷根的埃及学讲座教授，这是商博良死后的第一位埃及学教授。布鲁格施也认为埃及人原本信奉一神教，彼得·勒·佩奇·雷努夫（Peter le Page Renouf）爵士，英国的埃及学领袖，一开始也这么认为。
(130)

 但是，到雷努夫《关于宗教的源头和发展的讲演》1880年出版第二版时，他的观点改变了，否认他曾经说过：“埃及人以一神教开始。”
(131)

 内在主义者，如现代埃及学家和埃及学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尔农认为，这一观点改变源于关于古埃及的知识增加了。
(132)

 我则认为，把否定埃及一神教视为如下过程中的一部分是更为有用的，即在整体上盛行于古典学和古代史中的种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希腊主义占领了埃及学。

这一过程的中间阶段可以从利布莱恩（Lieblein）教授著作中的一段话看出来。在写于1884年的段落中，利布莱恩试图使一神教的旧观点与新的语言和历史规划相一致，从而得出妥协方案，即埃及人或许仅有一位原始上帝或根本没有上帝：

考虑到所有情况，上帝概念发展的语言阶段比印欧语系要早是可能的，甚至非常可能。未来或许能够为此提供证据。语言科学已经能够部分地重构印欧语系史前语言。它同样也有可能重构史前闪米特语和史前含语，在这三种史前语言中，它们之间本来的联系语言科学不仅猜测到了，而且甚至开始证明，我们相信到一定阶段，它将逐渐能够提取出一种更早的史前联系，根据类比，这种联系可以称为挪亚语（Noahitic）。当我们走了这么远的时候，我们将很可能在这一史前语言中发现表达上帝概念的词汇。但甚至可能的是，上帝概念在这一史前语言中也不存在。
(133)



这样，利布莱恩就把埃及人降低到了遥远、原始的过去。对埃及的柏拉图的、赫耳墨斯的和共济会的尊敬的最后痕迹正在被逐出学术界，对旧的埃及学的全力攻击几年后由法国埃及学家马伯乐（Maspero）发起。正如他1893年描述当时的情势说：

在我生涯的初期，这很快将是25年前，那时我相信，并且像布鲁格施先生一样，我在长时间内坚持认为，埃及人在他们最早的阶段就抵达了神圣统一的概念，并从中推导出整个宗教系统和象征性神话……在这一阶段，我没有试图亲自解读宗教文本，而是局限于再生产我们诸位大师的文本。当我被迫处理它们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它们并未表现出其他人从中看出的深刻智慧。我不能被控告意欲贬低埃及人，我反而相信，他们是人类的一个伟大民族，是最有原创力、最有创造力的民族之一，但他们总是处于半野蛮状态……在艺术、科学和工业中，他们发明，生产，首要的是，他们预示了许多，但他们的宗教表现出人们在其他东西中发现的同样的粗糙和精致的混合。
(134)



这位自由主义的法国人和启蒙运动的继承者的陈述，其重要性不是关于埃及人的描述，这些描述大多看来非常公正。重要的是下列暗示，即存在其他文明，大概是印欧语和基督教文明，它们完全精致，没有野蛮的地方。
(135)

 但是，在同一段落的其他地方，马伯乐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了他的种族主义立场：

时间对其他种族有如此多的害处，却对埃及人最偏爱不过。它饶过了他们的坟墓、神庙和雕像，还有千百种构成他们家庭生活骄傲的小物品，时间还如此引领我们，使我们以埃及人制造的最美丽、最漂亮的东西来判断他们，最终使得我们将埃及文明置于罗马文明、希腊文明的同等地位。但如果更贴近地观察，视角就改变了；简短说来，图特摩斯三世（ThothmesⅢ）和拉美西斯二世更像中非的穆太萨（Mtesa），而不是亚历山大或恺撒……
(136)



人们不应该仅仅被外表迷惑，而打破种族主义的“科学”法则，这一论点有趣地表明了19世纪晚期学者眼中的科学和前科学阶段之间的完全断裂。对于马伯乐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古代埃及是一个现代发现。关于古埃及的任何东西，如果写于拿破仑远征和商博良的破解之前，就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马伯乐继续写道：

它的多数神话与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多数野蛮部落是相同的。埃及人拥有微妙的玄学家的精神，当基督教给了他值得他用奥妙力量探索的题目的时候，他证明了这一事实。
(137)



人们会想，埃及人被剥夺了文明、宗教和哲学之后，也许会被允许玄学的碎片存在。但是，种族主义的浪潮甚至连这都不允许。十年后，即1904年，英国埃及学家沃利斯·巴奇（Wallis Budge）进一步说：

埃及人基本上是非洲民族，他们拥有北非种族一般具有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一刻也不能认为，任何非洲种族能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玄学家。首先，非洲的语言都不适合表达神学和哲学思考，甚至有着最高心智成就的埃及祭司也不能够把亚里士多德的论文翻译成他的兄弟祭司未经教导便可理解的语言。仅仅非洲语言的构造就使得这种事情成为不可能，更不用说这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概念了，因为这些概念属于埃及人完全不熟悉的思想和文化领域。
(138)



这里，除了运用19世纪常见的以语言理由来证明种族主义的伎俩外，巴奇还有点微妙！确实，埃及思想中没有发现过类似亚里士多德的东西，但是，巴奇利用这一缺失来暗示希腊思想和埃及思想作为整体，有着绝对的分别。例如，他不可能用柏拉图作为例子。

在别的地方，巴奇攻击了布鲁格施的观点，即最常见的表达“神圣”的埃及词，nṯr
 ，与希腊语φƅσις
 和拉丁语natura相同：

很难搞明白，为何这位卓越的埃及学家能尝试着把半开化的非洲民族形成的上帝概念与文明国度如希腊、罗马的概念相比较。
(139)



毫无疑问，这一蔑视在某种层面上与英国占领埃及且不喜欢那个国家的居民有关系。的确，1880年后，除了爱尔兰和索马里兰外，埃及成为英国最麻烦的财产。巴奇本人对帝国主义的认同集中表现在他把他的伟大著作《埃及人的诸神》题献给克罗默（Cromer）勋爵，后者作为“埃及的改革者”，领导了埃及制造业经济的毁灭。

在对埃及人的怀疑方面，德国学者也不落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后面。利布莱恩对埃及一神教的质疑后面紧跟着明确批评和蔑视他们曾拥有古代智慧。
(140)

 而且，到19世纪80年代，一些埃及学家分有印欧语学家关于雅利安语言纯洁性的概念。A.贝岑贝格尔（A．Bezzenberger）教授是《印度日耳曼语学科论文》（Beiträge zur Kund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的编者，这是印欧语研究领域最卓越的期刊，他1883年描述当时的情形道：

许多人称，埃及对古希腊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一假定迄今为止从未在语言方面有过任何证据。鉴于这一问题的严肃性，这样的证据显然是需要的。我因此求助于阿道夫·埃尔曼（Adolph Erman）博士先生［他后来成为德国埃及学的老前辈］，请他收集和处理希腊语中真正的和假定的埃及语借词。

埃尔曼有着极好，但极重的幽默感，他回答道：“在理论上，我应该高兴地服从您的建议；但是，在我看来，缺乏最重要的前提：借词本身。人们可以在埃及学著作中发现足够多的‘假定’借词。但是，就我的理解力所及，我看不出任何一个是确定无疑的。”
(141)



埃尔曼承认，希腊语中采用了一些称呼埃及物品的埃及词汇，但这些不是真正的借词。在期刊的下一期，有人在这方面挑战埃尔曼。埃尔曼对挑战的回应是做出两个让步：

我从未宣称，希腊语中没有埃及语借词。我只是陈述说，我不知道任何保险的例子。我并不认为，在希腊作者中处处出现的埃及物品的名字应该被看作公认的希腊语借词。
(142)



他的第二个让步是承认词语βâϱις
 （小船）是被吸收进希腊语的，因为它显然来自晚期埃及语和世俗体的br（小船）。但他以挑衅的态度结束：

在这之后，剩下的本质上都是负面的；有几个“文化词汇”和很可能唯一的真正借词，βâϱις
 就是全部；认为埃及对希腊有深远影响的寻常观点不会到达同样的结果。我并不怀疑心胸宽广的同事们能够发现多得多的借词，就像我能够发现的那样。在此，我要提醒他们，在没有标注元音的书写物中，在词汇意义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好意的人们可以为每一个希腊词语找出埃及来源……这个游戏我高兴地留给别人去做。
(143)



虽然这种态度在当时和后来的埃及学家中很典型，必须承认的是，埃尔曼对古埃及人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埃及学家中臭名昭著。艾伦·加德纳报告了关于他的下述故事：

有一次，埃尔曼请马伯乐帮他校对《金字塔铭文》中的一段，因为巴黎有一套文本的拓本。在收到校文后，埃尔曼写信给马伯乐：“甚至在这一早期阶段，埃及人不能正确地书写，这是多么令人遗憾！”马伯乐对此的刻薄评论——不用说，这没有传达给埃尔曼——是：“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人没有读过埃尔曼先生的语法书，这是多么令人遗憾！”
(144)



但是，尽管埃尔曼对此持极端主义，我认为可以公正地说，这一本质上种族主义的态度，即对埃及成就的怀疑和蔑视，在埃及学中居主导地位的时间是从1880到1950年帝国主义处于高潮时。但声称这是唯一的态度是过于简单化了。在学界边缘或边缘之外对这一观点的反抗本章下文会讨论到，但即便在这一学科的中心也有例外。例如，正是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种族主义的高峰期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教授发表了《孟菲斯神学》，我在第二章讨论过它。作者做出结论道，它关于世界的概念，

形成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基础，表明后来的奴斯和逻各斯的观念在这一早期阶段就存在，而迄今为止人们认为这些观念是从外国在晚得多的时候介绍进埃及的。因此，希腊哲学源于埃及的传统无疑比近年来人们承认的要包含更多的真实性。

他继续写道：

后来在希腊人中如此盛行的习惯，即以哲学的方式阐释埃及诸神的功用和关系……在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出生之前就已经在埃及开始了；不无可能的是，希腊人阐释他们自己诸神的实践从埃及那里得到了最初的冲动。
(145)



但是，这一结论似乎是他被迫从文本本身得来的，即便在布雷斯特德自己的思想中也是个异数。后来，在《古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中，他以标准的语言学和种族主义术语写道：

与希腊人不同，埃及人不拥有表达抽象思想系统的术语，他也没有发展出能力，来创造必需的术语。他用具体的图像来思考。
(146)



19世纪初年与学界盛行的趋势相左的一个更显著的例子是法国古典学家保罗·富卡尔的工作，他对埃及相当了解，而且他的儿子乔治（Georges）是位埃及学家。富卡尔关于埃琉西斯的神秘崇拜的细致工作不仅使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一崇拜是从埃及介绍过来的，而且使他为古代模式进行有力的辩护，这将在下一章讨论。

但是，从20世纪正统的观点来看，富卡尔的难点在于他关于埃琉西斯铭文的工作是如此精彩，以至后来这个领域中的学者离不开它。这样，后来的工作者倾向于将杰出的碑铭研究家和古怪的理论家区分开来。正如其中一个所说：“人们只能诚挚地感到抱歉，如此重要的一位学者竟然犯这样的错误。”
(147)



尽管有这些偏离和异端，毫无疑问的是，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时期内，多数“合理”的学者不太把埃及人当回事。但有趣的是，在他们贬损的形象中有一个重大变化。19世纪的多数学者接受温克尔曼和其他人提出的观点，即埃及人是古老的、奇特地死气沉沉的民族。随着“进步”范式的牢固确立，随着历史与传记之间类比的盛行，埃及人恰恰被推进了完全相反的位置。现在他们被认为是小孩，其位置与温克尔曼的无忧无虑的希腊人大致相当。艾伦·加德纳1927年发表的《埃及语语法》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埃及学的“圣经”，他在其中写道：

尽管希腊人声称埃及人享有哲学智慧的名声，但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埃及人表现得更加厌恶思考，或者更加全身心地投入物质利益；如果埃及人对葬礼习俗表现出超常的注意，那是因为它事关世俗追求和人间乐趣的延续，肯定不是由于对人类生命的为什么和到哪里去的任何好奇心。

他后来把埃及人描述为“爱好享乐的民族，高兴，有艺术性，机智，但缺乏情感的深度和理想主义”。
(148)



这样，深刻智慧的古代名声和被动、阴暗的古老名声都被颠倒了。但是，埃及人仍然比欧洲人绝对低等。但在其他地方，加德纳承认埃及学家们受到某些限制：“在过去，古典学者没有很友善地看待希腊对埃及文明的依赖。”
(149)



既然古典学在大学中占有中心地位，拥有强大力量，埃及学家在一个小的边缘学科中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善对埃及的贬抑，即便他们想这么做。如果有人这么做的话，也很少。他们中几乎每一个在开始从事埃及学以前，都接受了彻底的古典教育。因此，加德纳下面的话显然反映了他多数同事的观点：“所谓希腊对埃及哲学的依赖，一经检验，无非是空话罢了。”
(150)



对埃及哲学的否定和对埃及宗教的怀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统治着埃及学。例如，霍尔农提到“半个世纪的节制”，不思考埃及宗教的基本性质的问题。
(151)

 实际上，另外有一两个学者如玛格丽特·默里（Margaret Murray）仍然严肃地对待埃及宗教，但这些人在“合理”学者看来，是处于埃及学的边缘。
(152)



但是，正统中的罅隙在“二战”后开始出现了。1948年，艾蒂安·德里奥东（Etienne Drioton）神父，埃及古代署总长，开始在埃及智慧书中看到真正的宗教，并开始考虑更早的一神教的可能性。
(153)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更加开放的态度开始确立，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在这些国家里，真正的埃及精神性和原创性的可能性开始再一次得到考虑。一些埃及学家，如德国人赫尔穆特·布伦纳（Hellmut Brunner），甚至呼唤“埃及的新图景”；布伦纳认为，在公元前三千纪之交埃及有一个质的思想和精神飞跃。
(154)

 但是，尽管有新的灵活性，埃及学学科和人们称之为它的“反文化”之间仍有相当距离。


 19和20世纪对古埃及的民间认知

在检查与埃及思想和精神生活的盛行观点相对的学界边缘反潮流之前，我想考虑一般社会对古埃及的态度。人们一般相信，作为拿破仑远征的结果，19世纪初期有一个埃及狂的阶段。的确，这一图景与由雷蒙·施瓦布最好表达出来的总体模式相合，施瓦布认为，浪漫主义—实证主义者是真正意识到外部世界的第一批欧洲人。这一观点源于并加强了下列概念，即欧洲和其他大陆之间唯一适当的关系是明确的高等关系，这种关系直到19世纪才存在。但是，埃及狂阶段的寻常观点的确包含了真实的成分，事实上，在19世纪初期对埃及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在那一阶段之前很久关于埃及就有相当的兴趣和知识。
(155)

 而且，从15到18世纪埃及对欧洲的影响比19世纪时大得多。还有，没有疑问的是，19世纪的“埃及狂”比“印度狂”要弱，与同时席卷北欧和美国的“希腊狂”或对希腊的激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而且，在多数人眼里，希腊被视为受尊敬、受爱戴的祖先，而埃及现在本质上被视为异己的、奇特的。

但是，不可否认，整个欧洲对关于法国远征的出版物和进一步的探索、发现的结果有着强烈兴趣。
(156)

 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兴趣集中于金字塔和坟墓，在19世纪后半期有埃及灵魂向导书的译本，《白天里走出去的书》，人们一般称之为《死者之书》。所有这些增加了埃及作为阴暗、死亡王国的印象，这一印象至此已经牢固树立起来了，埃及被赋予了一个在19世纪中后期非常重要的领域，即死亡。埃及风格出现在欧洲和北美的所有墓地。
(157)

 而且，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美国盛行制作木乃伊。尽管这一发展经常被归因于城市社会中更高的卫生要求，但仍然有趣的是，把美国（埃及）的死亡方式与同时期北欧大部分地区采用的火化——希腊处理尸体的形式——相对照。
(158)

 这是不是因为共济会在美国的影响要大得多？

共济会这一组织仍然保持着对埃及的尊敬。确实，共济会的建筑、象征和仪式过去和现在都遵从着埃及传统，而非学术风尚的要求。
(159)

 在美国，共济会、埃及和埃及象形文字对19世纪20年代摩门教的创立具有中心意义，对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作家也有重要影响。梅尔维尔的小说，尤其是《白鲸》，充满了埃及象征和象形文字，而霍桑的《红字》带有同样的印记。
(160)



虽然共济会在欧洲也同样很有影响，但在那里，它对埃及的关心几乎完全局限于内在或精神生活。共济会成员与欧洲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更投入的是盛行的希腊狂。其他更小的组织也在其信仰中为埃及保留了中心位置：玫瑰十字会作为共济会的内部圈层和独立的精神团体，过去和现在都把埃及作为其信仰的中心和源头。18和19世纪神秘的斯维登堡新教会会员及后来的神智学者和人智学信奉者都把埃及放在中心位置。
(161)



但在19世纪前半期，圣西门信徒是更有影响的团体。这些先驱“社会主义者”和原始实证主义者克劳德·亨利·孔特·德·圣西门（Claude Henri Comte de St Simon）的门徒遵从一种典型的世界历史三段论，其中第三段，也是最后的“正系统时代”包含着世界的统一。这一统一需要在全世界开通联络，对圣西门来说，正如对拿破仑和当时的多数思想家来说，埃及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162)

 所以，他和他的继承者普罗斯珀·昂方坦（Prosper Enfantin）尤其关心埃及，不仅出于精神的原因，也出于实际的视点。

1833年，昂方坦和许多门徒一起，包括工程师、医生、商人和作家，到达埃及。他把此行视为法国第二次思想和科学方面的远征，这次远征得到了新的法国政府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官方批准；但是，他还有作为“父亲”的神秘使命，来迎娶东方神秘的“母亲”。这一使命与建设苏伊士运河的实际规划相联系。昂方坦在表达挖运河的意象时嘲弄了人们的一般信仰，即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控制大概是异性恋的性行为：“苏伊士是我们毕生工作的核心。我们将完成这一行为，世界正等待着宣称我们是男人！”
(163)

 运河由这一团体的一名成员，费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建造，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完成。与此同时，圣西门信徒作为工程师、医生、教师等，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国家主导的埃及现代化事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规划的意象很像是拿破仑远征，即法国使埃及这一文明的古老源头重新苏醒。
(164)



正是在这一圣西门的氛围中，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伊斯梅尔（Ismail）委托威尔第（Verdi），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作曲家，创作了埃及民族歌剧《阿伊达》（Aїda
 ）。歌剧的情节由埃及政府雇用的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里耶特（Auguste Mariette）设计，以西方的方式颂扬了古埃及。但是，它与18世纪仍有明显区别：莫扎特颂扬了拥有埃及智慧和道德的祭司，而威尔第将祭司与阿伊达和她的情人拉达梅斯（Radames）相对立。
(165)



《阿伊达》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成功。对埃及有利的观点——本质上是白种人和文明的源泉——的持续接受在法国和意大利尤其广为流传，但也可以在英国和美国的艺术中看到。
(166)

 这一点，加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代埃及学家对埃及的喜爱，解释了上文提到的19世纪80年代学者，如马伯乐和埃尔曼，陈述中的辩护性或反抗性。他们和古典学家一样都不同于一般大众，拥有总体的、系统的观点，他们能够看出极其有利的埃及图景对希腊文明和整个欧洲独特性构成的威胁。


 埃利奥特·史密斯与“传流论”

但是，在学界内部有另外两个对新的流行看法的威胁。我们先来考虑出现较晚的一个，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对埃及学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它来自埃利奥特·史密斯的“传流论”观念。史密斯1871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取得了医生的资格后前往英国，成为一名优秀的解剖学家。1901年，他被任命为开罗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并在那里创办了医学院。在此后八年他待在那里的时间里，他被早期埃及深深吸引着——不仅仅它的体质人类学，还有它的文化。
(167)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坚信，埃及是近东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源头。

埃利奥特·史密斯也没有超脱他的种族主义时代。因此，虽然他不能避免以下事实，即埃及人口大多数一直很像东非其他地方的人口，但他相信，在“金字塔时代”，即古王国时期，重要的是有宽头颅的非闪米特亚洲人涌入。
(168)

 他认为，这一混合种族在地中海周围迁徙，向北到了北欧，带去了巨石文化，这种文化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他认为是金字塔的反映。埃利奥特·史密斯的这些理论现在完全站不住脚，因为碳元素测定日期表明，欧洲巨石文化的开始比金字塔时代早了一千多年。
(169)



埃利奥特·史密斯的观点被英国大众饶有兴趣地接受了，因为“传流论”与当代帝国主义相合得这么好，因为他的埃及人不是非洲人，还因为他是位解剖学家。解剖学被认为是一门“硬”科学，而历史学和考古学没有这一地位。职业古代史学家和埃及学家自然要小心谨慎得多。就我所知，没有把他的理论包括进他们的学术学科的尝试。但是，他没有惹起什么重大的麻烦，直到他扩展他的范围，声称埃及不仅是欧洲文化的源头，而且是世界其他地方文化的源头。他发现了墨西哥金字塔的埃及源头，以及秘鲁和新几内亚岛附近的托雷斯海峡群岛制作木乃伊技术的埃及源头。

似非而是的是，在今天，他的这部分理论比关于欧洲巨石文化的理论更能站得住脚。一方面，增加了的考古学和碳元素测定日期表明，西南亚使用金属的文化和欧洲的新石器文化比埃及同等文化古老得多，结果使得他在这些领域的理论无效了。另一方面，关于非洲对哥伦布以前美洲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有影响的证据增加了，还有许多发现，例如中美洲金字塔不仅是神庙的基座，而且能包含坟墓，这些都加强了埃及对这些晚得多的文明有间接影响的可能性。
(170)



但是，当时，埃利奥特·史密斯在这一领域第二本伟大的书，《古埃及人与文明的起源》，出版于1923年，导致了保守主义者和立场强硬的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前者保持着地方特殊性的浪漫主义观点，后者认为所有文明都源自纯粹的雅利安人。自由主义者那里经历了更为激烈的斗争，他们开始将人类学从种族主义据点——其实践者被用来廉价地维持帝国——变为能够向欧洲清楚展示文化相对主义的据点。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斗争不是不势均力敌。埃利奥特·史密斯有他自己学科中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他的学生在体质人类学中赢得了重要位置。他甚至使W．H．R.里弗斯（W．H．R．Rivers），社会人类学的创建者之一，改宗为他的信仰。而且，当时没有资深的社会人类学家接受的学科训练超过史密斯的。
(171)

 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洛克菲勒家族有着良好关系，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埃及学和人类学提供了大量资助。所有这些资源使得埃利奥特·史密斯在学术界内部拥有相当势力。
(172)



即便如此，反对他的联合力量太强大了。里弗斯1922年过早地死去，埃利奥特·史密斯本人1937年去世时年仅66岁。即使他们能活的时间更长，他的概念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从来不能够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对种族主义反感的情况下存活。但是，埃利奥特·史密斯所代表的在人类学发展的一个脆弱阶段对该学科的威胁现在仍然可以看到：提及他的名字或“传流论”这个词时的震动或怪相仍然是在该领域正统或“有能力”的必要标志。


 若马尔与金字塔之谜

虽然埃及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一般不喜欢闯入者践踏他们的领域，但他们比起人类学家来，没怎么卷入这场斗争。这或许是因为埃利奥特·史密斯甚至从未靠近语言，这一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至圣所。但是，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对埃及学的第二大威胁，比“传流论”的影响久远得多的威胁。这一学术异端的最终源头是下列古代观点，即埃及人是高等智慧的占有者，而希腊人未能全部学习和保存这一智慧。

这一观点在19世纪初被商博良毕生的苦涩竞争对手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复活了，我们已经碰到过若马尔，他是附属于拿破仑远征的数学家和勘测员。若马尔把他自己对位于吉萨的大金字塔及其精确的地理位置的测量结果，与古代关于它的量度的数学重要性的描绘放到了一起。他相信，古埃及人一定拥有关于地球周长的精确知识，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他们的线性测度单位，当然，这把他牢牢地归于迪皮伊的阵营。有人对他工作中的细节提出批评，但在拿破仑帝国的共济会氛围中，他的观点得到很严肃的对待；他在复辟前成为法国学术机构的成员，复辟后仍然是。
(173)



尽管登德拉罗盘的日期问题打击了若马尔的名声，在整个19世纪他的观点还是存活下来，或者经常被重新发现和发展。
(174)

 这一异端学派与学术埃及学之间的分歧在埃及学于19世纪60年代创建以后变得尖锐起来，19世纪80年代在埃及学接受古典学的优势地位以后变得激烈起来。但是，在任何阶段二者之间都没有正式的辩论。这首先是因为拥有学术权力的团体都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推崇”局外人这个一般原则；其次是因为两个团队讲的是不同的学术语言。实际上，他们反映了商博良和若马尔之间的分歧。埃及学家主要是将语言学的新技术应用于埃及书面材料的语文学家。而离经叛道者是数学家、勘测员和天文学家，他们中几乎没有人通晓埃及语。另一方面，19世纪埃及学家不能读懂，更不用说反驳，离经叛道者的技术论证。

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因为离经叛道者面对的是19世纪的两大主要范式——“进步”和种族主义。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古代非洲或半非洲民族比任何欧洲民族都有着更好的数学，一直到19世纪本身。在更世俗的层面上，离经叛道者缺乏一个学科和正式组织起来的学术知识的支持，有时陷入了宗教幻想。这样做的倾向由于他们解释他们发现的古代数学和天文学的惊人成就时遇到的真实困难而增加了，这使得他们用神启来解释。进而，这有时会鼓励金字塔包含神圣预言的信仰。
(175)

 所有这些都被用来推翻Pyramidiocy
(176)

 （它开始被这么称呼）。

离经叛道者的另一大不利因素是在19世纪的德国和英国，古典学和语言学比数学的地位要高这一事实。在法国，由于有巴黎综合工科学校（Polytechniques），形势要更均衡，这里的埃及学家似乎有某些压力，要考虑若马尔传统下的观点。例如在19世纪，马伯乐被迫承认，他为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爵士的细致论断所信服，认为埃及神庙被很仔细地建造起来，用于天文学目的。
(177)

 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这么多人——包括如此杰出的和公认的天文学家如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皮亚齐·史密斯（Piazzi Smyth）教授，和诺曼·洛克耶爵士——竟然冒险或放弃他们的生涯来追求这些观点。在皮亚齐·史密斯一例中，可以部分地用宗教热情来解释，但是，他和洛克耶一样，主要动机似乎是热烈激动于有关对应的数学优雅。
(178)



“金字塔学家”最大的挫折来自弗林德斯·皮特里的失败，第二章提到他为赫耳墨斯文本定了早期日期。除了对皮亚齐·史密斯和若马尔的其他继承者的观点有热情外，皮特里拥有工程和测绘背景，1880年，他得以携带着最新的测绘装备，前往埃及，去亲自检验从前测量的准确性。

他的结论并不确定。一方面，他同意大金字塔与罗盘的方位基点相校正的准确性超过任何后来的建筑，对内室的测量表明把22/7作为圆周率的知识和对毕达哥拉斯三角形的认识。从总体上说，他惊诧于金字塔建造中所采用的技术和数学技巧。另一方面，关于建造中使用的肘尺的长度他的意见与皮亚齐·史密斯相左，他也不接受史密斯认为金字塔包括进了年的精确长度的观点。
(179)

 而且，考虑到埃及学内部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以及1880年到1960年间学术界和其他地方的总体职业化，“金字塔学”理论被推入了古怪或伪科学的新范畴。

皮特里具有高超的测绘技术，而且发展了为不同风格陶器排列顺序的类型学，所以他不仅成为埃及考古学，而且成为所有现代考古学的创建者。他后来被封为爵士，纳入了学术埃及学，并为之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但是，这其中的关系从来都不简单。
(180)

 他必须由外部的捐助人提供大学教授职位，直到他1942年高龄去世，他一直是持不同意见者。

皮特里的失败并未使关于金字塔和其他埃及建筑的调查中止，据认为这些建筑能够揭示出更高等的古代智慧。洛克耶继续发展他关于埃及建筑物表现出复杂的天文学知识的观点，这些观点由20世纪的若干学者继续下去，其中最突出的是杰出的业余爱好者施瓦勒·德·鲁比兹（Schwaller de Lubicz）。德·鲁比兹的书发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在神秘圈子里得到巨大成功，在公众读者中也有广泛影响。
(181)



与此同时，1925年，工程师J．H.科尔（J．H．Cole）对金字塔进行了新的更为精确的测量。这一测量验证了早期“金字塔学家”提出的许多论断，甚至包括若马尔的声称，由于两个相抵消的错误，若马尔完成了对埃及测量单位的长度相对精确的估计。他的测量的不精确被他没有意识到大金字塔在顶端肯定有个尖顶或小金字塔这一点抵消了。而且，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正统”学术界甚至有两个重要人物变节到了“金字塔学”立场。第一个是利维奥·卡图洛·斯泰基尼（Livio Catullo Stecchini），他是在德国学习的意大利人，在哈佛拿到古代测量术的博士学位。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若干研究中，以某种可信性证明埃及人拥有非常精确的地球测量的知识，而且这一知识以超常的精确度在埃及和其他地方得到应用。
(182)



第二个改信更高等的古代智慧的变节者更加引人注目：他是乔治·德·桑蒂利亚纳，最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最伟大的话。德·桑蒂利亚纳写了一本关于伽利略的重要著作后，开始对赫耳墨斯埃及传统感兴趣；接着，在晚年，他读了迪皮伊的《所有崇拜的本源》，信服书中观点，即古代许多神话确实是科学天文学的寓言。但是，德·桑蒂利亚纳超越了迪皮伊和埃及，主张一种更早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痕迹可以在全世界的神话中找到，他使用岁差把这种知识定位于公元前6000年前。

德·桑蒂利亚纳和一个比他年轻的德国同事在《哈姆雷特的磨坊》一书中展示了这一规划，但是，尽管德·桑蒂利亚纳名声响亮，任何大学出版社都没有接受这本书，最后它以商业方式出版。这意味着，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必认真考虑这类著作。
(183)

 另外，德·桑蒂利亚纳不顾一切硬来的做法降低了他支持迪皮伊和若马尔这一学派的有效性。而且，他的著作，像斯泰基尼和汤普金斯的著作一样，可以和或多或少的“疯狂边缘”混为一谈；这就允许甚至迫使正统学者忽视它。

由于考古学的影响，现在的埃及学家和古代史学家倾向于比50年前或100年前更懂数学。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有必需的时间、努力和技巧的组合来同施瓦勒·德·鲁比兹、斯泰基尼或德·桑蒂利亚纳的很技术的论证相较量。反而，近30年来，这些学科中的趋势是依赖科学史中另一个伟大的老人，奥托·诺伊格鲍尔（Otto Neugebauer）教授，所做出的反驳，他的名字在现状维护者中间几乎有着密教经典的力量。

诺伊格鲍尔的范围是惊人的。我们在讨论哥白尼时已经提到了他，但他最好的工作涉及古代科学。这里他比多数人更加心胸宽广，正如他愿意承认哥白尼背后的伊斯兰科学一样，他证实了美索不达米亚对希腊数学和天文学的一些重要影响。
(184)

 他还与正统的埃及学家合作，出版了几部关于埃及天文学的著作，但与他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处理形成鲜明对照，在这些著作中，他和他的合作者一样对埃及和赫耳墨斯神智论持屈尊和轻蔑的态度。
(185)

 的确，诺伊格鲍尔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坚持说埃及人缺乏原创或抽象的概念。金字塔和神庙的精确校正以及圆周率的使用都被解释为实际技能，而非深邃思想的结果；下面是一个例子：“甚至有人声称半球的面积被正确地发现于莫斯科纸草的一个例子中，但这一文本也可以有原始得多的阐释，原始阐释更为可取”（黑体由笔者标注）。
(186)

 但是，有趣的是，诺伊格鲍尔没有同金字塔学派较量。他只是痛斥他们：

重要的数学常量，例如圆周率的精确值和深刻的天文知识，据称被包括进了这一建筑物的尺寸和结构。这些理论与考古学和关于金字塔的历史和目的的埃及学研究所得到的所有合理知识完全互相矛盾。
(187)



接着，他推荐对他承认为“与金字塔相关的非常复杂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感兴趣的人阅读爱德华兹（Edwards）和洛埃（Lauer）写的有关著作。
(188)



埃及考古学家爱德华兹没有卷入“金字塔学家”及其计算。测绘员和考古学家洛埃卷入了，面对着来自埃及学家们的反对，后者“很惊讶，我们如此重视从未在埃及学世界中赢得任何信誉的理论的有关讨论”。
(189)



总之，洛埃的著作有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承认金字塔的测量的确有一些惊人的性质；人们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关系如π、Φ
 、“黄金数字”和毕达哥拉斯三角形；这些总体上与希罗多德和其他古代作家所声称的相符合。
(190)

 另一方面，他痛斥若马尔和皮亚齐·史密斯的“幻想”；他并不可信地攻击若马尔重建的肘尺；他声称，金字塔校正的方程式和恒星精确性的超常程度纯粹是“直觉的和实用的经验主义”的结果。
(191)



对大金字塔超常的数学精确度的接受和“肯定”希腊人是第一批“真正”的数学家，二者之间的矛盾充斥着洛埃关于此问题的许多著作。以下事实使这一张力变得更加不可忍受：希腊人被告知过许多金字塔超常的特征，而且相信埃及人是第一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最后，众多希腊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在埃及学习过这一问题。洛埃试图处理这些困难的诚实尝试如下：

尽管直到现在尚未发现秘密的埃及数学文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希腊人——埃及祭司很珍惜他们的科学秘密，而且，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他们从事数学研究。那么，具有合理可能性的是他们拥有一种神秘科学，这种科学在漫长的世纪中——时间间隔是从将近公元前2800年金字塔的建造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数学思想产生的前夜——逐渐建造在神庙的秘密中。就几何学而言，分析著名建筑物如大金字塔将在这些祭司的研究中占据显著位置；完全可以想象的是，或许在建造之后很久，他们在建筑物中成功发现了偶然性质，这些性质是建造者完全始料未及的。
(192)



洛埃发现了第三王朝建筑师伊姆霍特普（Imhotep）的实际存在，他从前被作为晚期埃及传说摒弃掉，洛埃还发掘了这一建筑师在塞加拉的一些技艺高超的建筑物。他还付出毕生精力，崇拜金字塔的超常成就。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何回避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即相信希腊人，和德国埃及学家布伦纳教授一起接受大约公元前3000年时有过“轴向时代”（Achsenzeit）。因此一两个世纪以后，在第三和第四王朝，产生了关于数学的复杂知识，其中一些特征被建造进了大金字塔。这一传统由后来的埃及人保留，进而告诉了前来访问的希腊人。
(193)



如果人们摒弃种族主义和赤裸裸的“进步”论点，为何这一说法会比希腊人在公元前4世纪取得质的智性突破这种说法更加不可能？的确，没有什么东西来支撑第二个假设，其论据都无法接近金字塔的实际成就和关于高级的埃及数学的古代一贯传统。

但是，帝国主义高潮时期的寻常学者不具备这一视角。反而清楚的是，洛埃就此问题很痛苦，最终受到了社会力量的限制。接受最简单的答案会使他成为像若马尔和皮亚齐·史密斯一样古怪的人。因此，他宁愿将大金字塔中精细的数学关系及其在古代传统中的地位归因于纯粹偶然，后来的埃及祭司发现并利用了它。

然而，即便是洛埃的解决办法也仍然允许一些后来的埃及人拥有一些相对高等的思想。他继续道：

在整个三千年的历史中，埃及就这样逐渐地为希腊学者准备了道路，希腊学者如泰利斯（Thales）、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前来学习，后来甚至前来教学，如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城的学校里教书。但是几何学达到真正科学的阶段，是源于他们的哲学精神，因为这一精神知道如何从埃及人的技术实证主义积聚的财富中汲取。
(194)



古代作家坚持埃及祭司的精神性和非现世性，与他们相对，洛埃怎么能够肯定埃及秘密智慧——关于此他没有什么证据——仅仅是“技术实证主义”？很难不把它仅仅视为所有在雅利安模式中工作的人的共同信条。

不同意洛埃关于“金字塔学”理论讨论的无名埃及学家们这么做完全是对的。通过与“金字塔学家”的斗争他变得与他们相似——至少接受了他们如此众多的论点，以至他自己对正统的辩护显得无望地笨重。

洛埃遇到困难，不是唯一的一个。德里奥东神父写道，上文提到他接受埃及的精神性：“人们不应该注意……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重新制造的假象，即大金字塔的测量揭示了古代埃及人的神秘科学。”
(195)

 但在别的地方，他又写道，因为埃及学家们未能关注“金字塔学家”的研究，他们被视为“天真、盲目、倔强的浅尝者，他们所从事科学的平静常规已经被打破了”
(196)

 。还有其他一些暗示，称若干“受尊敬的”埃及学家感到外部压力——或者他们所处理的材料的压力？——并花上或多或少的长时间不很认真地考虑异端邪说。
(197)

 在这一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之间的重要论战中，我相信经过一些修正的古代模式会占据上风。但与此同时，没有疑问的是，这一领域作为整体仍然基本遵从商博良的语言学传统，这一传统由马伯乐、埃尔曼和其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改造过，他们使他们的学科与占优势地位的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相一致，而若马尔的数学和测绘学派仍然处于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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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wab（1984，p．59）.又参见本书第三章，注90
 。


(15)
  Schwab（1984，pp．78-80）.


(16)
  参见本书第六章和第九章。


(17)
  Schwab（1984，p．59）.


(18)
  致Ludvig Tieck的信，1803年12月15日（Tieck，1930，p．140；引用于Poliakov，1974，p．191）。


(19)
  Schlegel（1808，p．85）；参见Schwab（1984，p．175）；Timpanaro（1977，pp．xxii-xxiii）。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琼斯是对的，施莱格尔和后来的葆朴是错的，参见绪言和第二卷。


(20)
  Schlegel（1808，trans．Millington，1849，pp．506-7）；cited in Poliakov（1974，p．191）.


(21)
  Schlegel（1808，pp．60-70）．Timpanaro（1977，pp．xxii-iii）.


(22)
  Schlegel（1808，pp．68-9；trans．Millington，1849，pp．456-7）.又参见Rashed（1980，p．11）。


(23)
  Poliakov（1974，p．191）.


(24)
  Schlegel（1808，p．55；trans．Millington，1849，p．451）.


(25)
  Timpanaro（1977，p．xix）.


(26)
  Poliakov（1974，p．191）.


(27)
  Timpanaro（1977，pp．xx-xxi）.


(28)
  参见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


(29)
  Schlegel（1808，pp．41-59；trans．Millington，1849，pp．439-53）；Timpanaro（1977，p．xix）.


(30)
  Timpanaro（1977，p．xix）.


(31)
  关于亚非语家族，参见绪言和第二卷。关于巴泰勒米，参见第三章，注34
 。


(32)
  Schlegel（1808，pp．55-9；trans．Millington，1849，pp．451-3）.


(33)
  Humboldt（1903-36，vol．4，pp．284-313）.参见Sweet（1978-80，vol．2，pp．403-4），劳埃德—琼斯教授在关于斯威特的书评中，指出洪堡在这一点上并不总是一致（1982a，p．73）。


(34)
  Humboldt（1903-36，vol．5，pp．282-92）.


(35)
  Humboldt（1903-36，vol．5，p．293）.施莱格尔就两种语言做了类似的比较（1808，pp．45-50）。


(36)
  参见洪堡的书信，重印于Schlesier（1838—1840，vol．5，p．300）和von Sydow（1906-16，vol．7，p．283）.又参见Sweet（1978-80，vol．2，pp．418-25）。


(37)
  Schwab（1984，pp．482-6）.


(38)
  关于格罗特芬德及其继任者，参见Pedersen（1959，pp．153-8）；Friedrich（1957，pp．50-68）。


(39)
  Said（1974，pp．123-30）.这本书的124页印错了一个字：“1769”应该是“1799”。


(40)
  Said（1974，pp．59-92）.


(41)
  Cordier（1904-24）.


(42)
  Cordier（1898，p．46）.


(43)
  Schwab（1984，pp．24-5）.施瓦布分享了他论述的人物的许多偏见。整本书都表现出他对埃及的厌恶。


(44)
  Schwab（1984，p．488），他是在引用俄国作家V．V.巴托尔德。


(45)
  Said（1974，pp．122-48）；Rashed（1980，pp．10-11）.


(46)
  参见Rahman（1982，pp．1-9）。


(47)
  在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例子中，对它们后来形式的借用非常清楚。即便阅读和理解用楔形文字写就的各种语言这一无疑属于西方的成就，如果没有波斯文化、犹太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延续性，也是不可能的。关于商博良使用赫耳墨斯传统和科普特语来破解埃及象形文字，参见下文。


(48)
  对下述人物否认“历史学家”的称号是荒谬可笑的：司马迁及其后续的中国朝代历史的写作者和编纂者，伟大的伊本·哈勒敦和后来的穆斯林“历史学家”。关于伊斯兰情景下对此的讨论，参见Abdel-Malek（1969，pp．199-230）。只有雅利安人能写历史的观点仍然遗留于下述声称，即说印欧语的赫梯人在古代近东发明了书写历史。例如，参见Butterfield（1981，pp．60-71）。


(49)
  非洲和亚洲对古代欧洲的影响是这本书的主题。我希望将来继续探讨后来的非欧洲影响。关于欧洲作为唯一“科学”的大陆，参见Rashed（1980）。


(50)
  Gobineau（1983，vol．1，p．221）.


(51)
  Said（1974，esp．pp．73-110）.


(52)
  Chaudhuri（1974）.


(53)
  De Tocqueville（1877，p．241；trans．Gilbert，1955，p．163）.关于这一转变的一个出色概观，参见Blue（1984，p．3）。


(54)
  Humboldt（1826；1903-36，vol．5，p．294）.


(55)
  Schleicher（1865），引用于Jespersen（1922，pp．73-4）。


(56)
  C．Bunsen（1848-60，vol．4，p．485）.东方不存在真正历史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


(57)
  关于正统基督徒就此的艰难斗争，参见Curtin（1964，pp．228-43）。关于19世纪多源论的支持者，参见Gould（1981，pp．30-72）。又参见Curtin（1971，pp．1-33）。


(58)
  关于尼布尔和其他历史学家对它的应用，参见第六章。


(59)
  Cordier（1899，p．382）.


(60)
  参见例如Bernier（1684），引用于Poliakov（1974，p．143）。


(61)
  谎茶，lie-tea，据说是中国人赋予销往欧洲市场的茶的名字的英译（《牛津英语大词典》），被认为是假货。——译者注


(62)
  Punch
 ，1858年4月10日，引用于Dawson（1967，p．133）和Blue（1984，p．3）。


(63)
  Cuvier（1831，vol．1，p．53）；引用于Curtin（1971，p．8）。


(64)
  Gobineau（1983，vol．1，pp．340-1）.


(65)
  Cuvier（1831，vol．1，p．53）；引用于Curtin（1971，p．8）。


(66)
  Gobineau（1983，vol．1，pp．339-40）.


(67)
  戈比诺写道：“我无须补充，荣誉这个词，像包含荣誉的文明概念一样，黄种人和黑种人都是不知道的”（1983，vol．1，p．342）。


(68)
  参见绪言。


(69)
  第二卷，p．104。


(70)
  参见第四章，注81
 。


(71)
  早期基督教图画参见Devisse（1979）1，p．43；2，pp．82-4。


(72)
  Devisse 2，pp．136-94.


(73)
  参见Yates（1964，Frontispiece and pls 3-5）。


(74)
  关于黑人和吉卜赛人形象的类似，参见Child（1882-98，vol．3，pp．51-74）。英国传统上将土耳其人的头描写为非洲黑人的头，这表明这一领域明显有相当混淆。参见本书第四章，注43
 —51
 。


(75)
  Jordan（1969，p．18）讨论了这一传统及其在17世纪的应用。


(76)
  Bernier（1684）；引用于Poliakov（1974，p．143）。


(77)
  Gilman（1982，pp．61-9）.


(78)
  Johnson（1768）.又参见Moorehead（1962，p．38）。五十年后，柯尔律治仍然随便对待阿比西尼亚作为理想化东方的中心这一观点。参见Shaffer（1975，pp．119-21）。


(79)
  Cuvier（1831，vol．1，p．53）；cited in Curtin（1971，pp．8-9）.


(80)
  Hartleben（1909，vol．2，p．185）；Bruce（1795，vol．1，pp．377-400）；Volney（1787，pp．74-7）；Dupuis（1822，vol．1，p．73）.


(81)
  Winckelmann（1964，p．43）；trans．Gilman（1982，p．26）.


(82)
  De Brosses（1760）.参见Manuel（1959，pp．184-209）。我未能发现18世纪甚或20世纪的文本，指出“黑人拜物教”本身会有象征性或寓言性功能这一明显的思想。参见Horton（1967，1973）.种族主义的力量如此厉害！


(83)
  Herder（1784，vol．1，p．43）.


(84)
  Rawson（1969，pp．350-1）；Jordan（1969，p．237）.


(85)
  Blumenbach（1865，pp．264-5）.


(86)
  Curtin（1971，p．9）.


(87)
  Gobineau（1983，vol．1，p．347）.施莱格尔的理论见下文。


(88)
  Jordan（1969，pp．580-1）.


(89)
  Wells（1818，p．438），引用于Curtin（1964，p．238）。


(90)
  《耶利米书》第13章第23节。


(91)
  参见下列复制品：Diop（1974）的卷首插图和Tompkins（1973，p．76）。


(92)
  Gran（1979，pp．11-27）.


(93)
  Abdel-Malek（1969，pp．23-64）；Gran（1979，pp．111-31）.


(94)
  Abdel-Malek（1969，p．31）.


(95)
  Sabry（1930，pp．80-2）；St Clair（1972，pp．232-8）.


(96)
  Sabry（1930，pp．95-7）；St Clair（1972，pp．240-3）.


(97)
  Cited in Sabry（1930，p．135）.


(98)
  Sabry（1930，p．396）.


(99)
  Sabry（1930，pp．395-401）.


(100)
  高门指1923年前的奥斯曼帝国政府。——译者注


(101)
  Sabry（1930，pp．405-541）；R.与G．Cattaui（1950，pp．138-216）。


(102)
  Abdel-Malek（1969，pp．32-46）.


(103)
  Abdel-Malek（1969，pp．47-64）.


(104)
  德·托克维尔将他的种族主义和彻罗基人不可否认的经济和社会成功进行调和，其手段是把他们的进步归因于大量的混血儿（1837，vol．3，p．142）。参见Gobineau（1983，vol．1，p．207，footnote）。


(105)
  参见第七章，注27。


(106)
  例如，在德拉克洛瓦的名画《希腊死于迈索隆吉翁的废墟》中，胜利的黑人站在敞开胸脯的希腊白人身后。


(107)
  阅读迪皮伊见Letter to Thelwall
 ，1796年11月19日；喜欢贝克莱见Letter to Poole
 ，1796年11月1日和Letter to Thelwall
 ，1796年12月17日。这一部分和下一部分行文的基础是Bernal（1986，pp．21-3）。


(108)
  1816年11月4日，引用于Manuel（1959，p．278）。


(109)
  Hartleben（1906，vol．1，p．140）．Iversen（1961，p．143）注意到国王和商博良的和解，但没有解释原因。


(110)
  Gardiner（1957，p．14）.


(111)
  若马尔对罗盘的解释见Tompkins（1973，p．49）。关于它确实事实上代表着古老得多的传统的可能性，参见pp．168-75。


(112)
  Montmorency-Laval的信，1825年6月22日，见于Hartleben（1909，vol．1，p．228）。


(113)
  参见例如商博良致Gazzera神父的信件，1826年3月29日和8月19日；以及商博良1829年6月18日的日记（Hartleben，1909，vol．1，pp．304，348；vol．2，p．335）。又参见Marichal（1982，pp．14-15）。


(114)
  Marichal（1982，p．28）；Leclant（1982，p．42）.


(115)
  Middlemarch
 .艾略特对不寻常的名字卡索邦的选择释放了精彩的双重信息。她的朋友马克·拉瑟福德19世纪70年代初在她写作《米德尔马契》时正在撰写卡索邦的传记，所以她从朋友那里知道关于这位17世纪学者的一切。


(116)
  洪堡，反对博物馆章程的改变（Gegen Aenderung des Museumsstatuts），1833年6月14日（1903—1936，vol．12，pp．573-81）；引用于Sweet（1978-80，vol．2，pp．453-4）。


(117)
  F．Bunsen（1868，vol．1，p．244）.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它需要学习科普特语。


(118)
  F．Bunsen（1868，vol．1，p．254）.


(119)
  致他的姐妹克里斯蒂娜的信，1817年12月28日，见于F．Bunsen（1868，vol．1，p．137）。


(120)
  F．Bunsen（1868，vol．1，p．244）；C．Bunsen［1848-60（原文误为80——译者注），vol．1，pp．i，ix］.


(121)
  C．Bunsen（1868-70，vol．1，p．210）.


(122)
  例如，参见R．Brown（1898）的论战口吻。后来的发展见第九章，注4。


(123)
  有了最近大量的信息，关于这些观点的可信性，参见第二卷此问题的书目。


(124)
  C．Bunsen（1848-60，vol．4，p．485）.


(125)
  Hegel（1975，pp．196-202）.


(126)
  Hegel（1892，vol．1，pp．117-47，198）.


(127)
  C．Bunsen（1848-60，vol．4，pp．440-3）.


(128)
  Beth（1916，p．182）.


(129)
  De Rougé（1869，p．330）；引用于Hornung（1983，p．18）.根据Budge（1904，vol．1，p．142），Champollion Figeac，让—弗朗索瓦忠实的哥哥，相信埃及一神教。Hornung（1983，p．18）使用了意味深长的说法“已经提议”。这假定现代埃及学学科应该完全与它的“前史”断开，它内中的一切都是新发现。


(130)
  Brugsch（1891，p．90）；引用于Hornung（1983，p．22）与Renouf（1880，p．89）。Hornung（1983，p．23）.


(131)
  第二版前言，引用于Hornung（1983，p．19）。


(132)
  Hornung（1983，p．24）.


(133)
  Lieblein（1884），引用于Budge（1904，vol．1，pp．69-70）。


(134)
  Maspero（1893，p．277）.


(135)
  我们有趣地注意到，马伯乐的儿子亨利成为一名杰出的汉学家时，对非欧洲文明的开明兴趣被维持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盖世太保杀害。


(136)
  Maspero（1893，p．277，trans．Budge，1904，vol．1，p．142）.


(137)
  前引书。


(138)
  Budge（1904，vol．1，p．143）.


(139)
  Budge（1904，vol．1，p．68）.关于希腊语词ἄνθος（花朵，本来是“生长”）来自nṯr，参见第二卷。


(140)
  Hornung（1983，pp．24-32）.


(141)
  Bezzenberger（1883，p．96）.


(142)
  Erman（1883，p．336）；挑战来自Weise（1883，p．170）。


(143)
  Erman（1883，pp．336-8）.自然，我认为，之所以在埃及语和希腊语词汇之间发现对应如此容易，是因为20％到25％的希腊语词汇确确实实来自埃及语！


(144)
  Gardiner（1986，p．23）.


(145)
  参见本书第二章，注59
 。


(146)
  参见本书第二章，注59
 。


(147)
  Kern（1926，p．136，n．1）.


(148)
  Gardiner（1927，pp．4，24）.应该强调的是，加德纳的埃及人缺乏诗歌和精神性，与温克尔曼的希腊人有着本质区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学很不愿意承认埃及文学的复杂性。参见最近关于“散文化的”Tale of Sinuhe的讨论（Baines，1982）。同样，有把埃及“智慧书”描述为功利、非宗教的趋势。最近二十年抛弃了这一点。参见R．J．Williams（1981，p．11）。


(149)
  Gardiner（1942，p．53）.


(150)
  Gardiner（1942，p．65）.


(151)
  Hornung（1983，p．24）.


(152)
  Murray（1931；1949）.参见Černy（1952，p．1）。


(153)
  Drioton（1948）.


(154)
  Brunner（1957，pp．269-70）.又参见Hornung（1983，pp．28-9）的书目。


(155)
  Curl（1982，p．107）提出了这一论点。


(156)
  Iversen（1961，pp．131-3）；Curl（1982，pp．107-52）；Tompkins（1978，pp．37-55）.


(157)
  Curl（1982，pp．153-72）.


(158)
  Farrell（1980，pp．162-70）.他没有讨论共济会对美国葬礼习俗“埃及化”的可能影响。例如，考虑华盛顿辉煌的共济会葬礼的影响将是有趣的。学者像别人一样，轻蔑地对待他们的前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法雷尔教授对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如此轻蔑（p．213）仍然令人伤心；后者开拓了这一重要领域，而他从她那里偷窃了他的书名。


(159)
  Mayes（1959，p．295）；Wortham（1971，p．92）.


(160)
  Brodie（1945，pp．50-3）；Franklin（1963，pp．70-9）；Irwin（1980）.这并不是否认埃及象形文字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重要性（参见Dieckmann，1970，pp．128-37）；我只是认为它们在美国更具中心性。


(161)
  Iversen（1961，p．121）.


(162)
  Manuel（1956，pp．155-6）；埃及对斯维登堡思想的中心性参见Dieckmann（1970，pp．155-60）；神智学见Blavatsky（1930；1931）。


(163)
  Abdel-Malek（1969，p．190）.在那一页的注4中，他引用了J.多特里（Jean Dautry）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圣西门在他出版或未出版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苏伊士运河，但他几乎肯定在关于跨大洋联络的谈话中提到过它。”


(164)
  Abdel-Malek（1969，pp．189-98）.关于苏醒的可视形象，参见为纪念《描述埃及》的出版而冲制的青铜大纪念章，时间为1826年。正面描写埃及的重新发现：埃及女王被站着的人物高卢揭开面纱，高卢被表现为得胜的罗马将军。反面是一系列的埃及神和女神。这是在Curl（1982）一书的护封上。


(165)
  参见Abdel-Malek（1969，p．302）；Curl（1982，p．187）。威尔第还曾为埃及国歌谱曲。


(166)
  Curl（1982，pp．173-94）.


(167)
  Black（1974，pp．4-6）.


(168)
  Elliot Smith（1911，pp．63-130）.


(169)
  但它并不排除如下可能性：公元前三千纪的纪念碑，如Silbury Hill，或公元前两千纪的纪念碑，如巨石阵（Stonehenge）的晚期阶段，受到埃及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一些发展的影响。


(170)
  这绝不是否认美洲农业及以此为基础的美洲文明的基本地方性，也不否认在阿塔卡马沙漠发现的木乃伊可能来自公元前四千纪，因此是本土的。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的是美洲文化接受了相当的非洲影响，至少自从发现于墨西哥东部、日期为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奥尔梅克（Olmec）文明开始；参见Van Sertima（1976；1984）。关于东亚对美洲影响的同样有力的证据，参见Needham and Lu（1985）。对大陆之外对哥伦布以前美洲影响的攻击，参见Davies（1979）。他尤其对非洲主动权和影响的概念抱有敌意（pp．87-93）。“传流论”深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这一例中的隔绝主义似乎与只有“普遍大陆”欧洲才能联系其他大陆的信念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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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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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希腊狂（第一部分）：古代模式的衰落，1790—1830

这一章论述的几乎完全是40年中新教德国北部的社会和思想发展。这个时间段也许较短，但它涵盖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征服、逐渐增强的针对法国人的德国民族主义、反动的年代、普鲁士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德国王国和所有德国民族主义的焦点。

正是在这一关键的阶段，语文学或古代学这一新学科被确立为现代意义上的先驱学科。它是建立了以下诸样东西的第一个学科：师生关系的截然分明的精英领导的网络，能够施展策略来获得尽可能大比例的王国资助的研究班或系，用职业术语写就、用来维护学科实践者和普通大众之间界限的学刊。

我认为，必须把思想和学术发展与社会和政治发展放到一起来看待。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语言和历史问题方面的关键领导人，如洪堡和尼布尔，不仅活跃于新学科的建立，而且活跃于从整体上创建新的大学系统。他们还是国家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家。

极端重要的是，他们施加最大政治影响的时期是在普鲁士政府1806年在耶拿（Jena）受到拿破仑军队灾难性挫败之后被迫进行的改革中。新的古代学的发展和广泛倡导［洪堡把这放在他的教育形成（Bildung）的中心］，应该被视为这些改革中的一个。他和他的朋友把研究“古代，尤其是希腊人”视为将学生和民众联合为整体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的生活被现代社会片段化了。更为迫切的是，洪堡和其他人将这一研究视为倡导“真正”改革的方式，借助于这一改革，德国能够避免法国那种如此惊吓他们的革命。因此，从一开始，德国的古代学像它在英国的对应物古典学一样，被其倡导者视为革命和反动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但在实际上，其效果是支持维护了现状。教育机构及充满其中的古典教育形成成为19世纪普鲁士和德国社会秩序的支柱。

古典学的核心是神圣希腊人的形象，在艺术上和哲学上都是如此。希腊人和德国人自身理想化的形象一样，还必须和他们的本土土壤整合起来，必须纯洁。这样，古代模式变得日益令人无法忍受，因为它包含了多个侵略、经常的文化借用以及种族和语言混合的隐含后果。只有在这一社会和政治情景中，人们才能理解新系统的最初产物之一，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对古代模式的压倒性古代权威的攻击。

1821年，《米尼安人》出版后的一年（在这本书中缪勒给出了他的论证），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了，亲希腊主义席卷了西欧。在这种反亚洲和非洲的希腊狂中，为古代模式辩护几乎不可想象；似非而是的是，古代模式的唯一主要捍卫者是伟大的古代史学家巴托尔德·尼布尔，他曾为把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引入历史写作做出了众多的贡献。1831年尼布尔去世以后，“合理的”学者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很难论证埃及人曾殖民希腊，或在希腊文明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与威廉·冯·洪堡

考虑完埃及的“衰落”后，我们现在应该讨论希腊的“兴起”了。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最有名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77—1779年仅仅在哥廷根学习了两年。但因为这一经历和时代精神，他在许多方面成为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缩影。
(1)

 他是温克尔曼的门徒，相信分阶段的历史，热爱希腊。作为一名德国爱国者，他被真实性运动深深影响着，这一运动强调民歌。他还认为自己属于我们上文讨论达西耶夫人和维科时遇到的荷马研究的浪漫主义传统，在这方面，他相信自己与本特利有特别的契合。
(2)



沃尔夫把所有这些线索拧到了一起。他把他的著作放置在细致的文本分析的情景中，想象《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来自希腊人的童年，这就暗示着是欧洲种族的童年。以这些感情为基础，还有荷马是盲人的古代传统，沃尔夫确信上述史诗是在希腊人拥有字母表之前很久口头创作出来的。
(3)

 他认为，这些史诗太长了，不可能是一个文盲诗人的作品。因此，它们一定是由许多民间诗人共同创造的，只有当它们被编辑时或者，他认为，当它们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首次被书写成文时才被放到了一起。经由这些假设，沃尔夫得出了完美的浪漫主义结论。荷马史诗现在不应该被视为单一作者的作品，而是希腊/欧洲人民（Volk）作为一个整体的童年的产物。
(4)



这些观念中有许多来自苏格兰作家和罗伯特·伍德，后者是浪漫主义票友，人们会记得，他现场阅读了《伊利亚特》。但是，沃尔夫有文本专长和教授的地位，他赋予了这些观念学术权威，这在“职业”知识的新世界中是至关重要的。
(5)

 另一方面，至少在纸面上，沃尔夫的学术相当肤浅，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事实。他的著作虽然极端有激发性，但《荷马绪论》已被视为“匆忙之作”，他的书面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在图书馆露面甚少”。
(6)



沃尔夫的成就位于他创建的古代学传统中。1777年他在哥廷根入学时称自己为“语文学学习者”，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激进的做法。
(7)

 但是，后来，他称古代文本研究——古典艺术和考古学使其更完美——为古代学。沃尔夫被称为这一学科的创建者，虽然他的学科形式显然来自他的老师C．G.海涅，内容最终来自温克尔曼，而名字取自康德在德国倡导的科学和进步的新词汇。
(8)

 沃尔夫的专长是教学，18世纪80年代在哈雷（Halle）任教授时，他不仅倡导了新学科，而且把研究班作为教学方法和研究的机构基础进行提倡。沃尔夫由于和年轻的普鲁士贵族威廉·冯·洪堡的联系而获得了声誉。

但是，在考察他们的友谊及其异乎寻常的学术和机构后果之前，我想考虑一下浪漫主义希腊主义和哥廷根实证主义的政治立场。我一直在论证，二者紧密相关。二者的倡导者认为自己是“进步的”，支持小的“自由”王国。但是，“自由”一词的意思有相当歧义。而且，当法国大革命的考验来临时，持有这些观点和情感的人几乎都退缩了，因为法国大革命威胁了特权，因为其暴力以及他们认为的它对“自由”的“非自然的”和“无机的”处理方法。人们考察沃尔夫和洪堡计划和后来付诸实施的改革时，应该意识到这一背景。

沃尔夫和洪堡在1792—1793年大革命处于高潮时成为亲密的朋友。由于他们的讨论，洪堡写作了一份概略，《论古代研究，尤其是希腊人研究》。
(9)

 这份概要在洪堡生前并未发表，但是，沃尔夫和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和哲学家席勒阅读并批评了它。这一概略极端重要，还因为它表达了洪堡后来做普鲁士教育部长时试图付诸实施的观念。

为了证明古代研究在普通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洪堡给出了两个理由。他论证，研究希腊人显然有美学上的原因，但重要得多的是他的下述信念，即学习研究尚未异化的古代人会为今天创造出更好的人组成的新社会。这一研究将是教育和道德形成的中心。洪堡具有对经由时间成长和形成的浪漫主义关切，他把研究古代人作为过程，而非目标来重视。他相信，理解掌握古代的复杂的有机发展会在某种程度上延展和增强学习者的创造力。
(10)



洪堡有可能原本为了全体民众设计这一教育和道德形成。但是，结果它成为英才教育下的精英印记。
(11)

 就这样，它挑战了贵族阶级。它的目的是在德国文化内部改造普鲁士，同时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因为《论古代研究》写于路易十六受审期间，洪堡当时就此事件写道：“这一砍头和可怕的审讯已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污迹。”
(12)

 在法国，上层阶级阅读巴泰勒米的《阿纳卡西斯》，以逃避大革命的重压和恐怖，同样，毫无疑问，研究希腊人也为洪堡和他的朋友席勒提供了逃避的通道。
(13)

 但是，他们不仅止于研究；他们把研究和模仿希腊人视为超越革命和反动两个极端的方式。类似地，在席勒著名的关于《人类审美教育》的系列书信中，
(14)

 第五封信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混乱，接着第六封信就是研究希腊人的和谐化功能。
(15)




 洪堡的教育改革

客观地讲，无论他们的主观政治立场如何，洪堡和席勒都帮助维护现状。普鲁士君主1806年在耶拿被拿破仑灾难性地击败后，传统政府及其钟爱的军队蒙受了耻辱，他求助的正是这一类安全的激进分子。1809年，除了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挑战进行的其他改革之外，洪堡被托付重组教育系统。他的新结构以教育和道德形成为基础，他相信这会在德国人民遭遇惨败后重新激活他们。在高等教育方面，他有意排斥了法国的重点放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的综合工科学校，而让学校教授广泛得多的科学（Wissenschaft）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新的普鲁士课程将包括三种学科：数学、历史和语言。但是，在洪堡的主要创造物、位于柏林的新大学中，头五年都没有教授数学，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洪堡的优先权。
(16)



洪堡为柏林大学招聘的杰出学者是沃尔夫，我们已经看到，沃尔夫引入了研究班的形式，这一形式从柏林传到了普鲁士，然后传到了德国以及更远的地方。这一系统坚持认为学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可以更主动地学习，似乎比传统的讲演课赋予了学生多得多的自由和创新的余地。但是，在过去180年中，虽然这一形式产生了伟大的学术成就，显然，它可以是，而且的确被用作很有效的工具，来控制学术所关心的论题的选择和处理。

沃尔夫古代学的实践遵从了C．G.海涅和哥廷根学派。他排斥了他视为启蒙运动的对普遍性东西的概念化和抽象的追寻，而赞成直接面对特殊的东西和细致的渊源批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事后可以被视为他自己的强烈的浪漫主义，所以能够写道：“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历史的和批评性的，其对象不是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是事实。艺术应该被喜爱，但历史应该被尊重。”
(17)



从那以后，这一头脑简单的方法控制了多数历史和古典学的实践。洪堡要敏感得多，至少他生命将终时是这样。在论文《历史学家的任务》中，他确认理解过去绝不仅仅需要外在的描述。需要的是“理性的观察”（beobachtender Verstand）和“诗性的想象”（dichtende Einbildungskraft）之间的平衡。但是，历史学家和诗人不同，他必须使他的想象从属于对现实的调查，“必然地必须屈服于形式的力量，同时经常意识到形式的法则——观念”
(18)

 。在19世纪，这些观念当然包括“种族的科学法则”。

洪堡还尝试着努力解决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难题，他相信，这需要一些亲切感，就像德国和古希腊之间存在的那样。因此，有可能书写古代的历史。但是，与此同时，希腊人被视为超越了历史。正如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写道：

因此，我们对希腊历史的研究迥然不同于我们的其他历史研究。对我们来说，希腊人走出了历史的圈子。即便他们的命运属于事件的一般链条，但在这方面他们对我们根本不重要。如果我们敢于把应用在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标准应用到希腊人身上，那么我们将完全不能确认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关于希腊人的知识对我们不仅令人高兴，有用或有必要——不，只有在希腊人身上，我们才能发现我们自己愿意成为和生产的理想。如果历史的每一部分都以其人类智慧和人类经历使我们更丰富，那么，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取得了超越世俗的东西——几乎是神圣的。
(19)



与洪堡关于希腊历史具有超越性观点相匹配的是他关于希腊语言的观点。他并不把希腊语视为原始语言（Ursprache），或像梵文一样的“原初语言”，而是青春活力和哲学成熟之间的完美平衡，它反映了美学和哲学的双重性质，自从18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者都被归于希腊人。
(20)



上文已经讨论了语言的中心重要性、语言与民族和民族性的基本关系以及浪漫主义者对这三者的迷恋。
(21)

 洪堡虽然具有多面性，但基本上是个语言学家，他倾向于将语言视为本质上独立的固定变量。
(22)

 对他来说，希腊语的性质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而且，就像一直存在的那样——或者至少自从15世纪以来——对希腊语的关切与对德语的关切平行。
(23)

 这样，随着德国民族主义渐渐增强至1813—1814年针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高潮，对德语的日益颂扬到来了；德语的主要优点被认为是它与法语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echt）和纯洁（rein）的。
(24)



早在这之前，洪堡在他1793年的概略中，曾论证希腊语的优异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被外来成分污染。
(25)

 因此，这位高超的语言学家，尽管他尤其迷恋语言混合的复杂情形，在谈到希腊语时却悬搁了他的判断能力，把希腊语是“纯洁的”作为自然的信条。在浪漫主义希腊主义得势之前，这一内在不可信的概念将会被认为是荒谬可笑的，但它现在成为古代学和现代古典学中的经典理论，只是附带一些条件。从那以后，对来自亚非语的借词几乎完全禁止，只有显然源于东方的奢侈品的名字是例外。

虽然洪堡和其他浪漫主义者坚持社会的无限多样性，认为启蒙运动宣称的普遍性并不存在，但他们看到由内在秩序、至高无上的力量或生命指示的总体方向。
(26)

 希腊人被认为超越了世俗的混乱，更接近于不可名状的至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希腊人自己就是人类的共相。

正是这一点以及他们所谓对历史和语言法则的超越使得希腊人成为教育和道德形成的中心关切，德国的年轻领袖通过教育和道德形成来理解和重新塑造自己。正是为了相同的目的，古代学和古典学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及更远的分枝：尽管有学术装饰，它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形成中的角色始终比历史或语言研究更重要。因此，虽然一贯种族主义的19世纪初亲希腊主义具有激进和反动的态度，但古典学这一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保守的。以古典学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就是避免或预防革命的系统尝试。
(27)




 亲希腊的人

为了理解19世纪20年代古代模式的衰落，我们应该首先考量转变发生的总体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对此具有中心意义的是亲希腊运动，在19世纪，可以称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激进派”热衷于此。亲希腊主义倾向于分有浪漫主义对城市工业化、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排斥。另一方面，虽然浪漫主义的主流转向过去的中世纪和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但亲希腊的人有时是宗教怀疑主义者或无神论者，还有政治激进派。
(28)

 例如，作为年轻人的黑格尔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热爱希腊人，但随着他们逐渐年长，变得更加保守，开始求助于基督教。
(29)

 左翼黑格尔派哲学家，包括马克思，保留了年轻黑格尔对希腊的热烈兴趣。

激进派热情的原因何在很明显。与罗马相比较，甚至与埃及或中国相比较，希腊城邦的确是自由的典范。而且，浪漫主义运动内部的这一张力持续下来了。复活的公共学校系统——在其中英格兰的未来领导者据认为可以通过学习异教经典成为“基督教绅士”——还有造就印度—日耳曼或希腊式基督教的运动，都可以有用地视为把浪漫主义运动的这两翼拢到一起的尝试。
(30)



法国大革命的经历和1815年后反动派的得胜让上层阶级浪漫主义者的幻想异常痛苦地破灭了。但是，在希腊独立战争于1821年爆发时，对自由的热爱复活了，即便是以一种疏离的方式；德国人是最迅速、最深刻卷入这一战争的民族。
(31)

 的确，他们支持这一斗争的运动提供了德国自由主义唯一重要的中心：三百多名德国人前往希腊参加战斗，但他们仅仅是冰山一角，数万人卷入了这一运动，多数是学生和学界人士。
(32)

 许多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前往了，他们得到众多亲希腊委员会的支持；甚至在美国运动也很强势。虽然仅仅有十六位北美人士抵达希腊，但战争带来的广泛的亲希腊感情大大推进了美国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希腊”大学生联谊会。对美国学生组织的另一重要影响来自焚书的德国大学生联谊会，这些联谊会是在1811年到1819年间，由古怪的老师和锻炼倡导者雅恩（Jahn）“神父”为了支持解放战争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而复活的。两个国家的大学生联谊会都保留了这种沙文主义，还有它们的创建者所想象的强烈的身体和反智主义偏见。
(33)



英国人也深深卷入了希腊事业。我们已经看到，英格兰和苏格兰诗人自从18世纪中期以来热烈地关心着希腊。当帕台农神庙或“埃尔金”（Elgin）大理石1807年在伦敦展览时，有过一阵追逐纯粹希腊艺术的热潮，此前这里从未发生过。
(34)

 亨利·富泽利（Henry Fuseli）看到大理石时叫嚷道：“希腊人是神！希腊人是神！”
(35)



富泽利原名菲斯利（Füssli），是瑞士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居住在伦敦，并在那里倡导温克尔曼的观念。他对希腊的热爱和对埃及的憎恨似乎同样强烈。对他来说，希腊是“那个幸福的海岸，没有任意的象形文字，即无知的掩饰语，没有专制主义的工具，或者永远沉睡的笨重纪念碑，在那里，艺术悄然诞生，自由地跃动”
(36)

 。

但是，应该注意到，希腊来自埃及的观念意味着对古代模式的接受，而后来的亲希腊的人不愿意承认古代模式。虽然富泽利是外国人，他关于希腊的观念离19世纪前二十五年一般有修养的意见亦相距不远。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对希腊的热情上涨到热昏的顶点。正如雪莱写道：

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都根源于希腊。如果不是因为希腊……我们或许仍然是野人和偶像崇拜者……人类形式和人类心灵在希腊达到完美的境地，这种完美将它的形象加诸那些无可指摘的作品，它们的残肢断臂都使现代艺术感到绝望；这种完美生成永不止息的冲动，通过一千种或显或隐的运动，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条件，使人类愉悦，直至人类不复存在。
(37)



希腊狂确实被精彩地发动起来了！

虽然雪莱热情磅礴，口若悬河，虽然他将要去希腊时戏剧性地淹死了，但浪漫主义时代最有名的亲希腊的诗人是拜伦。他来自苏格兰这一点并非偶合：我们已经注意到18世纪那一北方国家和浪漫主义之间的种种联系。在19世纪初，这些联系不仅体现在拜伦身上，还体现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身上，后者是中世纪复兴的先驱，创造了虚构的伤感的民族传统，甚至司各特本人对此都犹豫不决。
(38)

 虽然拜伦是个粗俗的摄政时期
(39)

 的浪荡子，但他将苏格兰浪漫主义与希腊相联系。在暴乱发生之前十年他就曾呼吁希腊的独立，更辉煌的是，后来他加入独立战争，以求战死其中，他的动机是复杂的，但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
(40)



在整个西欧，希腊独立战争被视为欧洲年轻的活力与亚洲和非洲的堕落、腐败和残酷之间的斗争：

成吉思汗和泰摩兰（Tamerlane）的野蛮人在19世纪复活了。他们对欧洲宗教和文明宣告了殊死战争。
(41)



甚至在18世纪，土耳其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统治已经开始被视为非自然的，是低等种族征服高等种族的结果。这里应该记住，克里斯蒂安·本森在他关于种族的历史等级中将“突雷尼人”或土耳其人放置在中国人和埃及人之间；在19世纪，被土耳其人统治被视为肯定终将失败，肯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文明的进步。

到19世纪末，这一原则被系统地应用于整个历史，这一变化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即对于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对西班牙统治的认识。在1860年以前，英国和北美作家对摩尔人抱同情态度，因为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不如天主教有害。到这个世纪末，“种族”考虑超越了宗教考虑；因此，阿拉伯对西班牙的统治在它一般而言繁荣兴旺的整个八百年中被视为没有果实，“注定要灭亡”。
(42)



这样，种族情感随着希腊独立战争的激化对于古代模式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首先是埃及人，然后是腓尼基人日益被视为“种族上”劣等，所以不仅他们曾经殖民过“神圣的古希腊”，而且曾使之文明化的希腊传说变得不仅不合口味，而且在范式上是不可能的。这些传说像塞壬或半人半马的怪物的故事一样，不得不被摒弃，因为它们冒犯了19世纪科学的生物学和历史学法则。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变化的另一侧面使得对这一图景的反对意见更大了。由于启蒙运动强调修养和进步，所以把希腊人的文明归因于埃及和腓尼基殖民并不是对他们的玷污。而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强调大自然和与众不同的、永恒的民族性，结果导致现在认为希腊人曾经比非洲人和亚洲人更原始是不堪忍受的。


 肮脏的希腊人与多利安人

亲希腊的人更关心古典希腊人，而非他们英勇的但迷信的、肮脏的基督教“后代”，一些人试图将这些后裔解释为“拜占庭化的斯拉夫人”。
(43)

 亲希腊的人寻求遭到东方腐败污染之前的纯粹的希腊本性，随着他们神化程度的加深——我们可以在洪堡和雪莱那里看得出——甚至古希腊人本身也达不到新的高尚的标准。这些标准开始日益要求文化的、语言的，最后是“种族的”纯洁性，这样的新典范早在18世纪90年代由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斯巴达人中发现了，或称他们隶属的更大的部落群体，多利安人。斯巴达形象的现代史家伊丽莎白·罗森（Elizabeth Rawson）描述施莱格尔关于斯巴达人的著述道：

但是，从一开始，描写多利安人所用的语言大都让人想起温克尔曼对希腊人的描述；比如他们的“静穆的伟大”（milde Grossheit），的确，与更容易被东方化的爱奥尼亚人相比，多利安人构成了更古老、更纯粹和更真正希腊化的一支，主要是他们创造了那两种希腊精神的基本程序：音乐和体操。
(44)



请注意：施莱格尔和许多后来的作家将希腊文化的这两种非言语性的、非理性的，我可不可以说是“德国的”侧面认为是基本的。尼采1872年发表的《悲剧的诞生》中，与阿波罗式的理性相比，音乐和狄奥尼索斯式的悲剧情感得到强调，这本书经常被认为是对温克尔曼希腊人“静穆的伟大”的观点的激进断裂。实际上，它属于德国传统，这一传统从19世纪40年代海涅的诗歌上溯到C．G.海涅和18世纪的戏剧家威兰。
(45)



在19和20世纪中，德国人对多利安人和拉科尼亚人的认同和崇拜持续上升，直到在第三帝国时期达到顶峰。
(46)

 到19世纪末，一些民族主义（völkische）作家将多利安人视为来自北方的纯种雅利安人，甚至可能来自德国，他们的雅利安血缘和性格当然使得他们被视为与德国人很接近。
(47)



这种热情不仅限于德国人。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ohn Bagnell Bury）的《希腊史》1900年首次出版，现在仍被认为是标准著作，他在其中写道：

多利安人占据了埃夫罗塔斯河（Eurotas）富饶的河谷，使他们自己的种族免于外来鲜血的混合，将所有居民都沦为臣民……多利安人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是我们称之为“性格”的东西，正是在拉科尼亚这一特征最充分地展现出来，并得以发展，因为在这里多利安人似乎是最纯粹的多利安式。
(48)



可以有趣地注意到，伯里像19世纪之交的许多卓越的英国古典学家一样，这包括约翰·彭特兰·马哈菲（John Pentland Mahaffy）和威廉·里奇韦，也来自新教优势期的爱尔兰。这三位都热衷于多利安人的纯粹北方——可能是日耳曼——血缘。这样，除了参与到当时一般的种族主义中外，显然，他们看到了下列类比：条顿英国人与爱尔兰人的关系（他们把爱尔兰人视为“边缘欧洲人”），类似于多利安人与他们的臣民人口（即土著居民佩拉斯吉人和希洛人）之间的关系。
(49)

 里奇韦是一位完全一贯的种族主义者，虽然他的家族已经在爱尔兰居住了二百年，他还是吹嘘说“他的血管中没有一滴盖尔人的血”。
(50)

 所以，到1900年，斯巴达人，“真正的”希腊人，被视为种族上纯洁的和或多或少来自北方的。19世纪初的情形没有这么极端，但是压力在逐渐加大。


 过渡人物（一）：黑格尔和马克思

检讨19世纪20年代对古代模式全力进攻的另一先决条件是审视跨越了转变的思想家们。为此目的，我取了三个例子：黑格尔和马克思；A．H．L.黑伦；巴托尔德·尼布尔。

黑格尔生于1770年，19世纪20年代时他的权力和影响正如日中天，但语文学家们不接受他，他们许多年以来将他排斥在普鲁士学院之外。然而，他不仅对于当时的德国哲学具有中心意义，而且对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具有深远的影响。
(51)

 毫无疑问，黑格尔是他的时代的典型人物。他热爱欧洲，或者，如他所说，他热爱温带地区；他尊敬亚洲山区和印度；他憎恶伊斯兰教，完全鄙视非洲。
(52)

 他的世界精神从东向西的发展轨迹迫使他声称埃及在更西边，所以比东部的印度更先进。
(53)



黑格尔真正的情感似乎出现于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这些讲演发表于1816年到1830年间。其中，他相当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和印度思想，但只是在讨论希腊哲学的起源时提及埃及：
(54)



无疑地，毕达哥拉斯因此从埃及带来了他的兄弟会的观念，所谓兄弟会，即一个经常性的群体，为了科学和道德修养的目的集中到一起……当时的埃及被视为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即便与希腊相比亦是如此；这甚至表现在社会集团的差异之处，社会集团区分了生活和工作中的大的分支，例如工业集团、科学集团和宗教集团。但除此之外，我们不必在埃及人中间寻求详尽的科学知识，也不用认为毕达哥拉斯的科学来自埃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只是说：“数学科学首先始于埃及，因为在那里祭司阶层拥有余暇。”
(55)



在别的地方，黑格尔写道：

希腊的名字被欧洲的知识阶层深刻地领会着，尤其是被德国人深刻领会着……他们［希腊人］的宗教、文化的实质性开始当然来自……亚洲、叙利亚和埃及；但是，他们是如此深刻地泯灭了这一来源的外来性质，如此深刻地改变、修正、改变了它，使它变得完全不同，以至他们，如同我们一样，在其中注重、了解和钟爱的东西本质上是他们自己的了。
(56)



因此，黑格尔遵从《伊庇诺米篇》的传统，承认大量借用，但指出希腊人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它们。
(57)



当然，黑格尔认为东方是人类的童年、希腊是人类的青春期的观点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卡尔·马克思的观点非常相像。
(58)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希腊，个体才从群体割断了脐带，从一个生物人（Gattungswesen）变成了政治动物/城市居民（zōon politikon）。他终生热爱希腊，所以完全接受流行的观点，认为希腊在其文明的每一侧面，都与在它之前的所有文明本质上不同，比它们高等。
(59)

 但是，正如同雪莱显然做过的那样，马克思超越了这一点，声称希腊高踞于它的后代之上。这一声称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它使得希腊违反了进步的潮流。在试图处理这一问题时，马克思在为他的《资本论》起草的大纲的绪言（Grundrisse
 ）
(60)

 中写道：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

但他看到了下述悖论，即“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某些……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接着论证，一旦神话被现实超越，就如同资本主义工业的胜利一样，神话就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坚持认为，神话只能由有着典型的社会形式的特定社会生产出来：

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
(61)

 、
(62)



这一晦涩的段落涉及本书的主题，我对此的阐释是：甚至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他仍旧充分意识到古代模式的存在，所以不得不面对希腊神话，因而希腊艺术，不是来自希腊社会关系而是来自埃及的可能性。当然，接受这一点会使他的规划成为一派胡言。
(63)

 在他生活的时代，每个人都确信希腊绝对不同于，而且高于埃及。因此，古代模式的毁灭在此问题上赋予了他那一代人一种自由，黑格尔是没有这种自由的。马克思能够完全否认埃及对希腊的影响。


 过渡人物（二）：黑伦

A．H．L.黑伦生于1760年，比黑格尔早十年，而且比他活得长了十一年，直到1842年才去世。黑伦是C．G.海涅的女婿，19世纪二三十年代哥廷根杰出的历史学教授。他的学术成果集中于经济和技术发展，风格是哥廷根所认可的最为极致的那一种。像他的岳父C．G.海涅和他的连襟格奥尔格·福尔斯特一样，黑伦着迷于18世纪的探险，他的巨著，《对古代主要国家的政治、交往和贸易的思考》，结合了这些非洲和近东探险与有关题目的古代文献。他的结论强调迦太基、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的重要性，为了解释这些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惊人的相似，他不得不保留古代模式，但带有些许歉意，因为他极其崇拜希腊。
(64)



对后世有影响的黑伦的同时代人没有好好对待他。洪堡认为他“了无生趣”，他今天为人所知，只是因为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在他的《旅游图景》中对黑伦的无情讽刺。
(65)

 浪漫主义者惩罚了黑伦，不仅因为他论题的选择，而且因为他相信古代模式时间太长了。今天，只有黑人历史学家才读他。
(66)




 过渡人物（三）：巴托尔德·尼布尔

尼布尔的名声比黑伦要好得多。他被正确地公认为现代古代史的创建者。但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有趣的事情是他保留在古代模式里面。我比较详细地讨论尼布尔，是因为他代表了18世纪之交德国的先进思想，还因为他在19世纪对如何理解古代史和好的历史“方法”方面有巨大影响力。通过他，我们可以意识到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如何浸透了二者。

但是，我也把尼布尔列为过渡人物，因为他虽然为推翻古代模式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力量提供了巨大帮助，但他本人直至生命终结仍然支持古代模式。他这样做，或许是由于他在这一阶段强烈的保守主义，或者是个人或职业竞争的原因。但是，他拥护古代模式论据之中肯表明事情不是这样。

巴托尔德·尼布尔生于1776年，拥有广泛的条顿民族的背景。他的家庭是德裔文化的弗里斯兰人，居住在荷尔斯泰因（Holstein），当时在丹麦。他的父亲，卡斯腾·尼布尔（Carsten Niebuhr），是由丹麦王宫和哥廷根雇用的著名的东方旅行家。他还是个亲英分子，小孩的第一外国语就是英语，而且巴托尔德在英国学习，这在他那一代人中间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卡斯腾·尼布尔还鼓励他的儿子不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阅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因此，巴托尔德有着异常广泛的学术背景。作为一名神童（Wunderkind），他得到有修养的邻居们的提携，他们包括荷马学者福斯（Voss）和浪漫主义诗人M．C.博伊厄（M．C．Boie），二者都是哥廷根风格的成果。
(67)



巴托尔德与C．G.海涅通过信，两个人都想让他在哥廷根学习。但是，卡斯腾·尼布尔宁愿把巴托尔德送到基尔大学，它当时属于丹麦；这可以带来丹麦的官员职位。从基尔他去了爱丁堡一年；然后，他在哥本哈根待了六年，身份是专事金融业的极其成功的公务员，并继续他集中于罗马史的学习。1806年，他加入了处于最低潮的普鲁士政府，从事于帮助王权存活下来的改革。在此，他也节省出时间从事学术事业，1810—1811年，他写作了《罗马史》，这本书很快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古代史的基础。接着，1816年，他作为普鲁士的代表被派往罗马，他在那里待到了1823年。在那之后，尼布尔在波恩进入半退休状态，在那里，虽然他仍然深切地关心政治，但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学术，直到1831年初，他在54岁的年龄上去世。

尼布尔首要的是位罗马史家。思想史家兹维·亚韦茨（Zvi Yavetz）探索了这一关切的原因。他指出，20世纪初的文学史家E．M.巴特勒小姐在她的伟大著作《希腊对德国的专制》中描绘的图景需要一些修正。亚韦茨承认，虽然与希腊的特别联系时间很久，希腊使18世纪末的德国人着迷，希腊形象继续在19世纪诗人和“进步人士”中占优势地位，但是，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集中于罗马——其兴起而非其衰落，因为他们将罗马与普鲁士等同。
(68)

 当然，尼布尔同样热烈地关心着希腊。

花一些时间来考虑尼布尔的一般意识形态立场是值得的。芬兰学者塞波·吕特克宁（Seppo Rytkönen）将尼布尔描述为“在启蒙运动和复辟之间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但是，吕特克宁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是如此宽泛，不仅包括孟德斯鸠，还包括伯克和德国保守派默泽（Möser）。
(69)

 他“复辟”的概念要成比例地狭窄。它似乎局限于海德堡（Heidelberg）的诗性的和亲印度的荒谬可笑，而排除了可怕得多的哥廷根传统，尼布尔显然属于这一传统。

伟大的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Momigliano）教授巍然屹立于古典学研究的历史之上，他总是急于将他的学科与浪漫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分隔开来。他声称，尼布尔思想的基础来自英格兰——甚至不是英国——经济学家。
(70)

 莫米利亚诺引用尼布尔的门生F.利伯（F．Lieber），大意是说，尼布尔曾经告诉他，他的多数英国朋友都是辉格党，而辉格党在1688年挽救了英国。
(71)

 由于巴托尔德·尼布尔的英国朋友多数来自东印度公司，认识他的父亲卡斯腾，他们的政治倾向并不令人吃惊。

而且，1688年的光荣革命对于尼布尔来说，是带来最少混乱的政治变革的模范。他年轻时认为这类事件只能在高等的北方种族中发生；但到了中年，他对北方种族也绝望了。弗朗西斯·本森（Frances Bunsen），尼布尔的秘书克里斯蒂安·本森（他后来是男爵）的妻子，1816年以后对尼布尔很熟悉，她把他描述为最顽固的反动派和“极端的托利党人”。她写道，一般来说，他的“倾向是相信政府，而非被统治的国民”。
(72)

 尼布尔的行动依据了这些原则，以及他对意大利南部的“小傻瓜”（Polcinellos）的蔑视，当时他超越了作为普鲁士官员的职责，去帮助奥地利人镇压1821年那不勒斯的烧炭党人起义。
(73)

 另外，很有可能的是，他对1830年法国和比利时革命的恐惧如果不是导致了，也是加速了他的过早死亡。
(74)

 因此，毫无疑问，1817年以后，即便用反革命时代的标准来判断，尼布尔也是反动派，这影响了他后来的历史撰修。

这是否意味着，他1811年首次写作《罗马史》的时候已经是有意识的保守派？吕特克宁相信，尼布尔的意识形态看起来比实际上要更保守，而莫米利亚诺教授指出尼布尔早期的“民主同情”以及对丹麦和普鲁士农奴解放的支持。
(75)

 实际上，尼布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非常肤浅和短命，当时类似的同情比比皆是。
(76)

 的确，他的保守观念始终是基本的，而他的父亲的保守主义思想更强化了这一观点。卡斯腾·尼布尔总是不喜欢法国人和任何种类的政治动荡，二者的结合让他惊慌失措。由于他自己出身于农民，卡斯腾在他土生土长的迪特马什（Dithmarsch）非常同情农民阶级，这当然与当时的浪漫主义相契合；在巴托尔德身上，这类情感被卡斯腾的朋友博伊厄强化了，博伊厄在诗人圈子里的活动与对真正的“德意志”自由的强烈支持和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对相结合。
(77)



莫米利亚诺认为，尼布尔的观念包含“保守的和自由的态度的混合，这在欧洲大陆相当不寻常”，是“他的英国经历的结果”。
(78)

 但是，这些观念看起来与他的父亲及其圈子的观念并无二致，而且完全是浪漫主义的。当他年轻时，尼布尔不仅相信北方的农民值得拥有真正的传统自由，而且认为他们可以是抵御革命力量和天主教力量的堡垒。
(79)

 这一观念的组合在英国出现过，但它同样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因此，没有理由来挑战主流的历史学，它把尼布尔定位为浪漫主义者和保守派。
(80)



没有人曾把尼布尔与亚当·斯密、边沁或詹姆斯·穆勒相比较。他求助的英国人是伯克。正如他在《罗马史》第三版的绪言中写道：“我著作中政治判断的基础没有一个不能在孟德斯鸠或伯克中找得到。”
(81)

 除了莫米利亚诺之外，几乎所有作者都接受尼布尔和伯克之间密切相似的关系，从本森男爵夫人和19世纪晚期保守的德国民族主义者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到现代历史学家维特（Witte）和布里登沙尔（Bridenthal）。
(82)

 因此，作为体现尼布尔开明精神的一个例子，莫米利亚诺教授论证道，他前往爱丁堡是因为爱丁堡与伦敦不同，它有一所大学。这一实际原因有可能影响了他的决定，但是，尼布尔跟一个朋友说，他去苏格兰是为了学习奥西恩的语言！
(83)



虽然尼布尔是个一贯的浪漫主义者，但他直到1810年左右，是改革保守派，认为应该以改革挽救丹麦和普鲁士，使其免于革命。（他之倡导废除农奴制，应该在这一情景中看待。）由于这些观念，他有时为彻底的反动派所攻击，但他后来和攻击者站到了一起。
(84)

 例如，吕特克宁坚称，尼布尔与启蒙运动有联系，是因为他缺乏历史相对主义，相信非历史的人性。但在别的地方，他认为尼布尔有过浪漫主义成长的概念，它后来被一种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us）笼罩，一种与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永恒理性秩序迥然相异的“停滞”。
(85)



而且，尼布尔的跨文化比较是在严格的范围内。他关于早期罗马和他钟爱的家乡迪特马什之间的中心比较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他把两个民族都视为纯粹真实的和各自环境的产物。所以，在这里他还是属于主流的浪漫主义。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接受过启蒙运动的普适性、自然神论或无神论以及对理性的信仰，更不用说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了。而且，尼布尔对浪漫主义的倡导并不限于历史学。第五章提到，在罗马的德国人社区是新的浪漫主义运动发源地的时候，他执掌着这一社区。
(86)



尼布尔的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如何影响他的历史写作的？首先，和洪堡一样，他认为对古代的宽泛研究——他仍把此称为“语文学”——是提供道德养成以倡扬祖国的一种路径。
(87)

 他的方法是哥廷根渊源批评家的方法，“通过文本分析、类比和直觉，结合理性批评和富有想象力的重构”
(88)

 。或者，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中关于他的很正面的文章所描述的：“他通过推理来替代被推翻的传统，表明了写作的可能性……”
(89)

 这些传统如何被“推翻”没有得到说明，但显然，最不可靠的传统破坏了19世纪早期科学的经典，包括种族分支的经典。尼布尔方法的这一侧面与莫米利亚诺提出的下列关键要点相联系，即尼布尔是第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挑战伟大的古代历史学家的。甚至吉本不过在塔西佗停止的地方开始，而尼布尔的题目是早期罗马，李维和其他人早就大书特书过了。
(90)



尼布尔进一步发展了洪堡关于推理和想象必要性的观点。20世纪初的思想史家G．P.古奇（G．P．Gooch）援引他，认为他写道：“我是一名历史学家，因为我能把单独的碎片组合成完整的图景，一旦我知道了缺失的部分在何处，如何填充它们，没有人相信，那看起来失去的部分有多少可以恢复。”
(91)

 虽然用的是实证主义术语，尼布尔的话是诚实的表白，适用于所有历史学家。尽管如此，如果他的方法包含如此多的主观性，我们还是难以理解人们何以能够宣称尼布尔是第一位“科学的”历史学家，他把历史学科提升到绝对更高的平面，比“前科学的”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司马迁、塔西佗、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伏尔泰和吉本等更高级！至少，所有这些人清晰地写作！

尼布尔具体的贡献何在？在当时和自那以后，他的工作最为人知的视角是——请吕特克宁和莫米利亚诺原谅我不同的看法——罗马历史得自失传“歌曲”或者史诗的假设。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尼布尔的观点显然来自民歌对于民族起源具有中心意义的浪漫主义信仰。
(92)

 既然莫米利亚诺教授认为尼布尔本质上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那么他降低“歌曲”的重要性就不足为怪了。在他看来，尼布尔工作中最重要的发明是关于第二种论题的：早期罗马土地法和公共田地（Ager Publicus）的性质。他证实，尼布尔在这方面的观点来自他从他父亲的苏格兰朋友那里学到的有关印度的信息。
(93)

 但是，莫米利亚诺承认，尼布尔研究这一论题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在他们很温和的土地改革中误用了罗马先例。正如尼布尔自己所描述的，他写作是为了反驳“一群罪犯给予土地法的疯狂而可憎的意义”。
(94)



对尼布尔来说，罗马和不列颠一样，是内部冲突如何可以通过渐进的宪法方式解决的典范。在发展这一观点的过程中，他引入了他的第三个重要的新理论，即贵族和平民不仅是不同的阶级，而且是不同的种族。阶级差异源于种族差异的观点——尼布尔还把它应用于其他情景中——早些时候在法国使用过；在法国，贵族是日耳曼法兰克人的后裔，而第三等级是本土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人，这一信仰在1789年和1830年革命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能影响到尼布尔的另一模型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它据认为源于雅利安征服，是为了保持征服者纯洁性的一个尝试。

但是，是尼布尔赋予了这一理论学术威望，而且他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引入者。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米什莱向尼布尔致敬，因为他“早在1811年”就发现了历史的种族原则。
(95)

 这也是尼布尔的英国门生阿诺德（Arnold）博士，著名的拉格比公学的校长，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
(96)

 尽管对于“歌曲”，公共田地，罗马各阶级的种族来源以及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北方的另一理论存在疑问，《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年版中关于尼布尔的佚名作者还是写道：

即便尼布尔每一个明确的结论都被推翻了，他关于自己是第一个用科学精神来讨论罗马史的人的声称也毫发无伤，他引入历史研究的新原则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会降低。

这些“新”原则中的一个是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由哥廷根支持，认为应该研究民族及其机构而非个体。然而，尼布尔因为将种族引入历史而得到更多的崇敬：

他关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争端起源于原初的种族差异的理论使人们注意到种族区分的巨大重要性，并对这些差异作为现代历史中因子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另外，尼布尔对民族和种族纯洁的可取性是坚定不移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似乎是，征服和各种各样的混合将无数种原初的种族搅和到一起……如此混合的结果是，很少有哪一个民族是赢家。其中一些经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失去了高贵的民族文明、科学和文学。甚至不那么文明的民族也会发现，这样引进的改进之处——而且，如果这些改进之处适合本民族的话，那么它本来自己能够得到它们——几乎不能弥补种种损失：它原初的特性，它的民族历史，它的世袭法律。
(97)



这样，纳粹统治时处于全盛时期的古代史学家乌尔里希·维尔肯（Ulrich Wilcken）会把尼布尔表彰为“批评性基因历史学的创建人”，就不足为怪了。
(98)

 1794年，尼布尔18岁时，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描述了种族混合的有害后果。毫无疑问，这种浪漫主义种族性是建筑在他视为体质的和基本的种族差异之上的。至少在这一阶段，他相信人种多源论：

我坚持认为，将语言差异应用到种族理论时我们必须很谨慎，必须更多地尊重体质形态……［种族是］历史中仍然有待检讨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实际上，它是所有历史建构的首要基础，也是历史运行的首要原则。
(99)



尼布尔偏爱体质种族主义而非“语言”种族主义可能来自他的父亲，进而来自在东方的英国人。这使他超越了洪堡和后来由尼布尔的秘书本森、法国伟大的闪米特学家和历史学家埃内斯特·勒南倡导的传统，这一传统坚持，民族间的显著差异不是由体质形态造成的，而是由语言的适宜性造成的。
(100)

 体质种族主义是尼布尔阶级的种族性质原则的关键所在，因为不同的阶级甚至种姓说同样的语言。值得关注的是，他是如此忠实于这一原则，还有种族混合的不可取性。

尼布尔综合了18世纪90年代的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一联盟水到渠成。在许多方面，种族（Rasse）或种类（Geschlecht）不过是浪漫主义所谓人民、民族（Volk）或团体（Gemeinschaft）的“科学”术语。赫尔德1774年出版的《也是一种历史哲学》一书是他关于历史主义和进步的相对主义的经典陈述，书中他坚持说人民、民族是所有真理的源泉。
(101)

 这一概念在19世纪成为所谓“种族真理”，取代了其他所有概念。
(102)



虽然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基本相契合，种族真实性的浪漫主义理想与支配种族进行征服的种族主义权力之间还是存在矛盾。尼布尔早期认为，落后民族——即德国人——发展土著文化是可取的，这一信念没有拓展到更不重要的非欧洲种族。1787年，尼布尔十一岁时，他支持奥地利人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而他对奥地利人此外并无深厚的感情；1794年，他为革命的法国所能设计的最大侮辱是称之为“新鞑靼区”。
(103)

 1814年，他呼吁欧洲和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与伊斯兰教做斗争，他生命将终时的讲演记录其中有言道：

欧洲的支配权自然支持着科学和文学，还有人权，阻止野蛮政权的灭亡是对思想文化和人类犯下的叛国罪。
(104)



这一为帝国主义做辩护的因缘是未来欧洲对埃及的征服。与洪堡兄弟及本森一样，但与德国多数古典学家和东方学家不一样，尼布尔接受了商博良的破解。这使得他攻击伟大的F．A.沃尔夫，他说他“调查希腊人中书写的古代性，完全不顾东方艺术”；尼布尔把这一片面观点归因于沃尔夫“对东方书写品的远古性的偏见”。
(105)



尼布尔本人与罗马相联系，他遵从了商博良与教会在日期问题上达成的和解。
(106)

 因此，他将埃及历史往前推到公元前2200年，当时认为希克索斯王朝是这个日期。然而，他表现出批评方法的文化的、种族的和时代的傲慢或者自命不凡（Besserwissen），这从那以后对古代史的写作一直是个祸害；尼布尔声称，希克索斯王朝之前的所谓十三个王朝是埃及人捏造的，他们“理应满足于拥有远古至亚伯拉罕时代的历史，但是他们与东方民族的精神相合，意欲上升得更高”
(107)

 。

尼布尔绝对地区分了自由和有创造力的希腊人与埃及人，这一方式也是浪漫主义—种族主义的；他认为后者“像许多受压迫的民族一样，在艺术方面非常先进，但其思想文化处于落后状态。”
(108)

 他还攻击腓尼基人无根。对浪漫主义原则犯下的这一基本罪过当然被用于反对犹太人，一直到浪漫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得胜为止。毫无疑问，尼布尔分有他的社会圈子中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
(109)



但是，我上文说过，尼布尔仍然处于古代模式之内。在他对沃尔夫的攻击中，他写道：

承认……东方民族对希腊人的影响被不堪忍受地滥用了……沃尔夫却完全忽视了希腊和东方的确存在关系的事实，也就是说，虽然后来它们彼此独立，但在早先的时代，东方民族影响和教导了希腊人。
(110)



尼布尔相信，凯克洛普斯在雅典建立埃及殖民地的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埃及在那里的影响，正如达那俄斯和埃古普托斯殖民阿尔戈斯地区的传说一样。他对卡德摩斯创建底比斯根本没有疑问。
(111)

 另一方面，这些断言中有一种辩护的口吻，这必须归因于沃尔夫及其观点的影响，归因于19世纪20年代沃尔夫的追随者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的影响。在考量完珀蒂—拉德尔（Petit-Radel）神父在19世纪做出的对古代模式的第一次攻击之后，我将回到缪勒。


 珀蒂—拉德尔与对古代模式的第一次攻击

珀蒂—拉德尔是一位对艺术和建筑学很感兴趣的学者。1792年，他移居到罗马，当时罗马已经是浪漫主义美学中心。在意大利期间，他被这个国家的前罗马时代废墟迷住了。他遵从古代传统，称之为“巨石式的”，认为它们不规则，因而“自由”，其方式与埃及和东方建筑不同。
(112)

 在研究这些建筑物分布的基础上，他确信，在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到来之前，一种共同的欧洲文明已经在意大利和希腊确立起来了。
(113)



1806年，珀蒂—拉德尔向在巴黎的法国研究院提交了一篇论文，《论阿尔戈号创建者的希腊渊源》。他的论点建筑在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对在意大利的一个阿卡狄亚殖民地的早期日期定位之上，珀蒂—拉德尔将这一殖民地与巨石式建筑联系起来。在埃及人定居时土著希腊人的文化水准的问题上，这位法国人攻击了作为古代模式支持者的弗雷列和巴泰勒米。他这一观点的根据有两点，一是他认为巨石式建筑比埃及人的到来要早，二是他认为光荣的希腊人从来不会有如此落后的浪漫主义信仰。

另外，传说认为阿尔戈号上的伊那科斯国王和甫洛纽斯国王是埃及人，珀蒂—拉德尔尤其挑战了这一点。
(114)

 他表明这一传说在古代是多么虚弱；的确，甚至在传说阶段的朦胧人物中间，这两位是突出地模糊。这篇论文的语气使得他大胆的程度有了某些疑问，因为有迹象表明，他所说的话受到他的巴黎听众的欢迎。
(115)

 人们对他的论文持赞成态度，珀蒂—拉德尔在复辟后的学术生活中继续扮演着尊贵的角色。


 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与对古代模式的推翻

珀蒂—拉德尔试图绕过古代权威和古代模式，而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对二者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挑战。一般来说，缪勒的学术和生命的浪漫主义性是没有疑问的。20世纪初的古典学历史学家鲁道夫·法伊弗将他视为“一位幸福的年轻学者的光彩形象”，而对于一般情况下比较清醒的英国思想史家G．P.古奇来说，他是“现代文艺复兴的雪莱，历史万神殿中的阿波罗”。
(116)



缪勒属于在洪堡的教育体制下训练出来的第一代人。他1797年生于西里西亚地区（Silesia），在其首府布雷斯劳（Breslau）学习，参加了在柏林模式下创建的新的研究班。他的老师海因道夫（Heindorf）是沃尔夫疏远的学生，缪勒本人在柏林在沃尔夫的指导下工作了一年。虽然缪勒根本不喜欢沃尔夫，但他的著作浸透着沃尔夫的影响。

对于二人来说，关键词都是康德的“绪论”（Prolegomena）和“科学”（Wissenschaft）。
(117)

 缪勒采用沃尔夫进步的科学方式，强调他自己的研究的先驱性质，他相信后来学者的集体劳动将取代他的研究。但是，虽然他尊重未来，对历史却很傲慢。在他之前的著作中，他认为唯一值得正面注意的是哥廷根的出版物与法国保皇派学者的著作，例如珀蒂—拉德尔和商博良的大敌、古典学家拉乌尔·罗谢特。在这一蔑视中，缪勒是19世纪职业语文学家的完美例子，他们鄙视自己正在取代的18世纪的通才学者（érudits或Gelehrte）。
(118)



缪勒的论文是埃伊纳（Aigina）岛的地方史。虽然这一项目部分地受到新近从那里运到德国的大理石的启发，但它是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完美例子。首先，正如古奇所指出的，这一古希腊的第一部地方史与第一部德国的地方史相似：浪漫主义保守派尤斯图斯·默泽所作的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地方史。
(119)

 其次，埃伊纳是一个岛，是完美的有限空间，方便做全面彻底的研究。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多利安人居住在这个岛上，它面对着雅典，“腐败的”爱奥尼亚人的主要城市。

凭借着这部著作，缪勒在极其年轻的年龄下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这个，他用令人惊讶的希伯来语汇称为“所有地方中最适合我的地方”。
(120)

 从那以后，他的学术地位是牢靠的，这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不一样。他从汉诺威和其他德国王国的政府接受了资助和认可，直到1840年他在雅典过早地，但浪漫主义地死于发烧。
(121)



尽管他很职业化，缪勒的学术范围是惊人的。他能够以得到赞成的新方式完成语文学，他不仅能写出一部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重要著作，而且关于古代艺术和考古学著作累累。
(122)

 但是，成为古代学支柱的著作是他的《希腊部落和城市的历史》，出版于1820—1824年，和他的《神话的科学体系引论》，出版于1825年。他对古代模式的攻击在两书中都很明显。他的《希腊部落和城市的历史》第一卷，《奥尔霍迈诺斯与米尼安人》（History of Greek Tribes and Cities Orchomenos and the Minyans
 ）开头援引了帕萨尼亚斯的话：

希腊人非常倾向于为家庭产品的费用而惊奇万分；杰出的历史学家们以最充分的细节解释了埃及金字塔，却根本没有提及［在奥尔霍迈诺斯］的米尼亚斯宝藏或者梯林斯（Tiryns）的城墙，这两者一点也不比金字塔差。
(123)



这一引文非常关键：它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米尼安人，缪勒认为米尼安人是入侵的北方部落，与多利安人相联系；它还谴责了他认为是希腊人积重难返的恶习，后来被赋予病理学的名称“埃及狂”和“爱野蛮”。
(124)

 这些病态表现在下列“假象”中，即埃及人和其他非欧洲的“野蛮人”曾拥有高等文化，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大量借用。

缪勒在两条战线上都有敌人：古代模式以及共济会和迪皮伊对它的利用；施莱格尔的亲印度以及以神秘哲学家和神话学家克罗伊策（Creuzer）和格雷斯（Görres）为中心的浪漫主义者海德堡群体。施莱格尔将埃及视为印度的殖民地，而克罗伊策认为印度和希腊宗教之间的相似性，尤其是它们象征的相似性，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释，于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地论证道，印度的祭司以某种方式将其哲学带到了希腊。
(125)

 虽然与古代模式的支持者不同，他们1815年以后肯定在德国更有影响力，但亲印度者不能提供具体的传播证据，以供缪勒攻击。
(126)



在讨论古代模式时，缪勒经常提及希腊祭司和野蛮祭司之间的联合（Verbindungen）和联系（Verknüpfungen）。他坚称，这些联合和联系表明不同的宗教体系和神话之间存在基本的关系。缪勒认为，正是这些“晚期的”接触造成了错误的印象，以为希腊的宗教、神话以及文明作为整体都源自近东，在这里，他去除他视为这些晚期添加物的主要技术是“默证”。
(127)

 在原则上，他承认，真正古代的传说有时候仅仅出现在“晚期”来源中——的确，他本人有时也依靠这类证据。因此，要否认一个传说的真实性，他需要另外的标准，即肯定有强大的同时代的理由来捏造它。
(128)

 但在实践中，证据的缺乏本身被认为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当缪勒攻击古代模式时。确实，他和他的继任者将荷马和赫西俄德作为百科全书加以利用，而非范围广泛的诗人。这样，通常的短语“不为H.所知”在使用中的意义不是“没有在H.现存的作品中被证实使用”，而是“在H.的时代不存在”。

缪勒摧毁古代模式的第二个技术是解剖或分析：他坚称，这是为了纠正古代他视为汇合的总体倾向。
(129)

 他支持浪漫主义的特殊性，反对启蒙运动的普遍性，认为“因此，分隔是神话学家的一个主要任务”
(130)

 。这样，最早的神话被削减为地方细节，可以被视为根植于希腊的土壤。但是，缪勒认为，有必要“联合”，但不是已经提到的“晚期”或祭司那一类，而是通过追溯随着征服种族而扩散的崇拜和神话原型。

这一过程的首要例子是缪勒认为的阿波罗和多利安人之间的联系，即太阳神崇拜随着多利安人的征服而扩散。这样的阐释典型地反映出一般的浪漫主义信仰，即活力从北向南流动，而不是相反。
(131)

 这样，缪勒坚称，如果在希腊和近东发现了相似的崇拜、神话或者名字，它们一定是希腊的；而如果它们存在于希腊和色雷斯或者希腊和弗里吉亚，色雷斯和弗里吉亚在希腊的东北部，那么它们源自后者。
(132)

 缪勒认为，希腊内部也是如此：如果希腊北部和南部都发现了类似特征，它们几乎总是来自北部。而且，如果崇拜或名字在希腊或爱琴海广为分布，它们就不得不是土著的，而非外来引入的结果。

缪勒的第一个攻击是针对围绕凯克洛普斯的传说与他对雅典和位于波伊奥提亚的科帕伊斯湖地区的所谓殖民，波伊奥提亚包括奥尔霍迈诺斯，为缪勒《历史》第一卷命名的城市。
(133)

 这些传说被证实只是“晚期的”，所以符合缪勒第一个伪造的条件。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与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年—公元前520年）关系密切，第二十六王朝的首都是雅典的姊妹城市赛斯，所以满足了缪勒的第二个条件。而且，缪勒指出，这一传说的主要来源有两部分，其一被帕萨尼亚斯认为是一部伪书，其二是埃及人讲给狄奥多罗斯的故事，埃及人显著的私利推翻了它们。
(134)

 还有，希罗多德坚定地相信别的地方的外来殖民，却唯独认为凯克洛普斯是土著。
(135)

 最后，缪勒引述柏拉图对话录中的美涅克塞努（Menexenos），大意说，雅典人血统纯正，与被东方人殖民过的底比斯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不同。
(136)



缪勒挑战达那俄斯取得阿尔戈斯地区的传说时没有指称这段文字；他的手段是指出神话系列中谱系上的不一致之处。他还认为，达那俄斯不可能是埃及人，因为显然是希腊人的达那厄人得自他的名字。
(137)

 但是，他承认“虽然凯克洛普斯的埃及渊源只是历史谬论，但达那俄斯的埃及渊源是真正的神话”
(138)

 。缪勒几乎不可能避免这一承认，因为他知道《达纳伊斯》史诗中指称达那俄斯女儿的诗行。
(139)

 当然，这并未赋予传说历史地位，由于文化流动的总体方向是从北向南的“事实”以及“埃及人对所有旅行和航海的憎恶”。
(140)



缪勒承认，围绕卡德摩斯的传说带来更大的困难。首先，它们涉及腓尼基人，而他认为腓尼基人是“活跃的商人民族，比起……恐外和偏执的埃及人要更远古”。
(141)

 但是，缪勒信服民族特征的永恒性，认为航海的商人能够征服内陆的底比斯是不可想象的。他通过把腓尼基人在波伊奥提亚的所谓殖民地与在爱琴海的殖民地分隔开来攻击卡德摩斯的传说。接着，他排斥了古代（与“后来”相对）腓尼基人在爱琴海北部的萨莫色雷斯和萨索斯（Thasos）殖民的传说，因为希罗多德认为那里对卡贝罗伊（Kabeiroi）的古代崇拜是佩拉斯吉人的。

这里，缪勒遇到了困难，虽然他没有承认，因为17和18世纪的学者知道，Kabeiroi的名字来自闪米特语kabir（伟大）——希腊人称之为Megaloi Theoi，罗马人称之为Dei Magni，意为“伟大的神”。
(142)

 缪勒情愿认为这一名字来自希腊语kaiō（燃烧），将它与这一崇拜和金属加工之间毫无疑问的关联相联系。他还指出卡德摩斯和卡德缪勒斯（Kadmilos，卡贝罗伊之一）之间的联系，并注意到后者在底比斯附近被崇拜。但是，他没有认为两个地方的崇拜都是近东的，而是利用爱琴海地区的崇拜是佩拉斯吉人的这一“证据”来论证，底比斯的崇拜和卡德摩斯的名字来自同一“本源”，因此与腓尼基无关。
(143)



在当时，这一混乱的和令人迷惑的论证与缪勒对亲印度者的攻击一样不成功，和后者一样，他关于腓尼基人的观点只是在20世纪才取得优势地位。例如，1882年，伟大的古典学家和印欧语学者赫尔曼·乌泽纳（Hermann Usener）攻击缪勒对“现在明显的中东影响”的否定。
(144)

 缪勒在埃及人方面成绩要好一些。在他出版于19世纪40年代的《腓尼基人》一书中，F．C.莫费斯（F．C．Movers）试图挽救达那俄斯的传说，其根据是达那俄斯的希克索斯联系使他成为闪米特的，而非埃及的；但他大都被推翻了，到1840年为止，接受凯克洛普斯埃及渊源的任何故事都是不被允许的。
(145)

 这样，在缪勒之后，所有“有声望的”学者在我所谓“宽泛的雅利安模式”中工作，相信希腊大陆可能有或者没有腓尼基殖民地，但肯定没有埃及殖民地。

多数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缪勒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因为他认为希腊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绝对的区分。在《奥尔霍迈诺斯》中，他否认了这一控告，他处理希腊神话时似乎它是所有的神话，在为此做出道歉后，他声称，希腊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希腊神话和人类其他神话有着同样的基础。
(146)

 他反对的是对殖民联系的信仰和认为希腊宗教和神话整体借自东方。他信服，他已经表明这些都是非历史的，尽管关于它们的假象使得所有此前的研究都迷失了方向。

在《绪论》中，缪勒雄辩地呼吁学者们来做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来调查所有的神话，以取得对希腊神话的洞见。
(147)

 剑桥古典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和简·哈里森的“人类学”学派全盛于20世纪初，它没有超越这些范围。
(148)

 缪勒宣布为非法的是希腊神话和东方神话之间的任何特殊关系。的确，正如他所说：“有一种理论使得多数神话都是来自东方的进口物，整本书反对这一理论。”接下来是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一个光辉例子：

甚至为了假定一个［神话］是这样的，必须有确实的证据，内部相符是如此一致，只有移植才解释得了；或者第二，这一神话在地方传统的土壤里绝对没有根源；或者最后，移植在传说本身中得到表达。
(149)



要求“确实的证据”，而非有竞争力的可信性，在任何学科中都是可疑的。在希腊神话起源这一朦胧的领域中则是可笑的。

缪勒的第二个戏法是将如此“证据”的责任推到古代模式的支持者身上。正如20世纪初的学者保罗·富卡尔所论证的，古代共识认为有过近东殖民，要求古代共识的挑战者，而非捍卫者提供证据是更合理的。
(150)

 缪勒的虚张声势如此成功的事实只是表明，他的听众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是多么想听他说的话。随着缪勒占领了学术“高地”，从那里他可以要求挑战者提供“证据”，古代模式的毁灭是肯定的了。

缪勒承认，区分神话或传说的历史成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是词源学，尤其是名字的词源学。
(151)

 在希腊一例中，他本人在这方面的进展甚少，在做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后他叫道：

但是唉！词源学仍然是这样一门科学，其中运用的盲目猜测比有条理的调查要多；在词源学中，因为我们希望尽快地解释一切，我们的劳动更经常地带来混乱，而非明晰。
(152)



这一失败解释了为什么，正如缪勒的两个现代崇拜者所述，“在缪勒的作品中，语文学通常从属于神话学”
(153)

 。但是，典型的缪勒对于科学的进步有信心：“但是……从这一领域希望有更重要的解决办法并不愚蠢。”
(154)

 然而，对于雅利安模式来说，不幸的是，在过去160年中，印欧语系语文学对于解释希腊神话和宗教没有任何帮助。这一形势与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成百上千的可信词源形成鲜明对照。
(155)

 其中有许多，包括底比斯、卡德摩斯、卡贝罗伊和词素Sam（在Samothrace一词中）的词源，缪勒都知道，但他很少直接面对它们，宁愿将它们摒弃掉。
(156)



现在我们要谈后来对缪勒及其观念的接受。在他自己的时代，他受到崇拜；他的纪念匾是1874年在哥廷根树立的第一块纪念匾，到19世纪末，他被认为是“现代”古代史的先驱。
(157)

 在他出版于1921年的《古典学术史》中，伟大的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在提到缪勒的名字后说：“我们终于来到了19世纪的门槛，科学对古代世界的征服完成于19世纪。”
(158)



我们应该注意，除了它唤起的殖民形象外，这一陈述将缪勒塑造为通常的科学史中的英雄人物，他将混乱和黑暗变为秩序和光明，创造出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在神话学领域，他的这一形象在他生时就牢固地确立了。托马斯·凯特利（Thomas Keightley）出版于1831年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神话》和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发表于1844年到1849年间的《希腊罗马传记和神话辞典》都采用了他的新方法。古典学历史学家F．M.特纳（F．M．Turner）把凯特利和史密斯称为“古典神话在英国的严肃评注者”，
(159)

 而主流的神话学学者仍然接受缪勒“科学的”自我定义，认为他是他们学科“严肃的”和“一丝不苟的”创建者。
(160)



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博学的古典学家倾向于对他较有疑问的视角更敏感。例如，鲁道夫·法伊弗承认，缪勒关于《多利安人》的两大卷书“更多的是令人印象深刻地赞美了所有多利安人的东西的优异，而非叙述历史”。
(161)

 莫米利亚诺试图强调他的学科的理性侧面，他强调尼布尔的重要性（虽然他试图否认他的浪漫主义），给出了许多幅19世纪古典学家的画像，但省略掉了缪勒。
(162)



对我们来说，缪勒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完全建筑在学者们总是能够得到的传统材料的基础之上。19世纪对知识的拓展则完全没有涉及。自然，他不能将对楔形文字的解读或者谢里曼的考古发现纳入他的考虑，因为这些在他死后才发生。但是，与C．G.海涅和黑伦不同，他对18世纪的探索不是特别感兴趣；与洪堡、尼布尔和本森不同，他不尊重1815年到1830年间令人兴奋的学术发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注意到商博良的破解，而他对印度的敌意意味着，尽管他与格林姆兄弟和其他印欧语学者有密切接触，但他没有将新的印欧语语言学应用到他的工作中。所有这些意味着，旧有模式毁灭的发生完全是因为科学史家所谓“外在的”原因。古代模式所以衰落，不是因为该领域有任何新发展，而是因为它不符合盛行的世界观。更确切地说，它与19世纪初期的种族和进步的范式不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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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尼布尔的匿名文章，第十一版，1911年。


(90)
  Momigliano（1966d，pp．6-9）．M．Pallotino（1984，p．15）正确指出，米特福德和G.米卡利（G．Micali），关于古代意大利的历史学家，预期了尼布尔的“现代”历史方法。


(91)
  Gooch（1913，p．19）没有给出出处地做了引用。


(92)
  Bridenthal（1970，p．2）；Fueter（1936，p．467）；Witte（1978，p．82）；Trevor-Roper（1969）．Momigliano（1957，pp．104-14；1977，pp．231-51）关于尼布尔有可能正确的观点无法削弱浪漫主义影响的重要性。麦考利的Lays of Ancieut Rome
 首次发表于1842年，就是以尼布尔的假设为基础的。


(93)
  Momigliano（1982，pp．3-15）.


(94)
  转引自Momigliano（1982，p．9）。


(95)
  Michelet（1831，vol．1，p．xi）.


(96)
  参见第七章，注7—10。


(97)
  Niebuhr（1847-51，vol．1，pp．xxix-xxxi）.


(98)
  Wilcken（1931），引用于Witte（1979，p．183）。关于纳粹政权下的维尔肯，参见Canfora（1980，p．136）。


(99)
  来自基尔的信件，见于C．Bunsen（1868，pp．35-40）。


(100)
  参见本书第五章，注56
 —58
 。又参见第八章，注24
 —28
 。


(101)
  Iggers（1968，p．30）；Shaffer（1975，p．85）.


(102)
  参见迪斯累里的《坦克雷德》中聪慧的西多妮娅的引文，第三卷，第一章：

“一切都是种族，没有其他真理。”

“因为它包括了所有其他的。”亨利勋爵说。

“你说得对。”


(103)
  Witte（1979，p．20）.


(104)
  参见Rytkönen（1968，p．182）；Niebuhr（1852，Lecture，VII，pt．1，vol．1，pp．98-9）。早先一些年，尼布尔表达了和欧洲人一起殖民亚洲的愿望：“我想象在Bithynia的德国殖民地等等。”参见他致亨斯勒夫人的信，1821年8月16日，见于C．Bunsen（1859，p．410）。


(105)
  Niebuhr（1852，Lecture，XX，vol．1，pp．222-3）.


(106)
  参见第五章，注111
 —112
 。


(107)
  Niebuhr（1852，Lecture，V，vol．1，p．77）.又参见Lecture，VII，pp．97-9。


(108)
  Niebuhr（1852，Lecture，VI，vol．1，pp．83-4）.


(109)
  参见例如他致亨斯勒夫人的信，1821年3月17日，见于C．Bunsen（1859，p．405）。


(110)
  Niebuhr（1852，Lecture，XX，vol．1，p．223）.


(111)
  Niebuhr（1852，Lecture，IX，vol．1，p．117）.


(112)
  Hoefer（1852-77，vol．8，cols 721-5）.


(113)
  这些“巨石式”建筑可能在安纳托利亚有共同的祖先。迈锡尼的城墙和城门以及迈锡尼其他城市和防御工事看来是安纳托利亚影响波的结果，此波影响在传说中与公元前14世纪珀罗普斯的征服相联系。意大利的此类建筑物可以与伊特鲁里亚人相关联，而古代传统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因此，我相信，这一风格引入的时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开始埃及对希腊的重要影响之后，但在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主要的腓尼基影响之前。


(114)
  关于对伊那科斯的讨论，参见第一章，注93
 —97
 。


(115)
  参见Petit-Radel（1815）。


(116)
  Pfeiffer（1976，p．186）；Gooch（1913，pp．16-17）；Wilamowitz-Moellendorf（1959，p．67；1982，p．127）用类似的语言描述他。


(117)
  参见缪勒的标题Prolegomena zu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Mythologie
 ，Leitch（1844）把它译为《神话的科学系统绪论》。对此的讨论和康德对术语的使用，参见Neschke-Hentschke（1984，p．484）。


(118)
  R．S．Turner（1983a）.


(119)
  Gooch（1913，p．35）.


(120)
  Donaldson（1858，p．vii）.


(121)
  Donaldson（1858，pp．vii-xxxix）.引人注目的是，缪勒没有被与他的朋友和同事（包括格林姆兄弟）“哥廷根七贤”一起摒弃，“哥廷根七贤”于1837年抗议了汉诺威国王的专制行为。


(122)
  他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著作赢得了普鲁士学院提供的奖项：“以解释和批判地阐明伊特鲁里亚民族训练的性质和本性。”参见Donaldson（1858，p．xxii）。拿破仑家族可能视自己为伊特鲁里亚人，所以尤其提倡18世纪之交的伊特鲁里亚狂；除了思考伊特鲁里亚狂之外，一些德国人将自己认同为这一古代民族（参见Poliakov，1974，pp．65-6；Borsi，1985）。尼布尔在第一版中声称伊特鲁里亚人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面，这可以解释普鲁士学院的兴趣。另外，请注意对伊特鲁里亚人教育和道德形成的关心，关于此人们几乎一无所知。


(123)
  Pausanias，XI．36．3（trans．P．Levi，1971，vol．1，p．387）.


(124)
  普鲁塔克曾用philobarbaros（爱野蛮）的词汇来攻击希罗多德。参见第一章，注183
 。称呼此的另一个现代术语是希腊解说，对希腊解说的显著平衡的看法参见Griffths（1980）。米尼安人的名字发现于波伊奥提亚（“产牛地区”）的富饶平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麦西尼亚，我认为这个名字来自埃及语意为“牧人”的mnỉw（参见第二卷）。


(125)
  关于亲印度，参见第五章，注6
 —17
 。又参见Creuzer（1810-12）；Momigliano（1946，pp．152-63，1966年重印，pp．75-90）。关于F.施莱格尔、克罗伊策和格雷斯的简短书目，参见Feldman和Richardson（1972，pp．383，389）。


(126)
  对克罗伊策的攻击见Müller（1825，pp．331-6）；对迪皮伊的攻击见Müller（1834，pp．1-30）。


(127)
  关于“默证”，参见绪言。


(128)
  Müller（1825，pp．128-9；trans．1844，pp．68-9）.


(129)
  Müller（1825，pp．218-19；trans．1844，pp．158-9）.这当然存在于古代，但我看不出有多少相等力量的区分值班得怀疑。


(130)
  Müller（1825，p．221；trans．1844，p．161）.


(131)
  Müller（1825，pp．232-4；trans．1844，pp．173-4）.


(132)
  Müller（1825，pp．239-40；trans．1844，p．179）.


(133)
  关于凯克洛普斯的殖民代表着第十二王朝远征的埃及影响的可能性，参见第二卷。又参见绪言。


(134)
  Müller（1820-4，vol．1，pp．106-8）.


(135)
  关于希罗多德对其他殖民的论述，参见本书第一章，注118
 —125
 ；关于凯克洛普斯，参见VIII．44.


(136)
  Menexenos
 ，245．C-D；Müller（1820-4，vol．1，p．107）.关于雅典“纯洁性”和东方对希腊其他地方征服的区分，参见第四章，注18
 。


(137)
  关于我对达那俄斯这一名字的意见，参见第一章，注107
 —110
 。


(138)
  Müller（1820-4，vol．1，p．109）.


(139)
  关于此，参见第一章，注57
 。


(140)
  Müller（1820-4，vol．1，p．112）.


(141)
  Müller（1820-4，vol．1，pp．108，113）.


(142)
  Herodotos，II．51.卡索邦先生知道这一与卡贝罗伊的联系（参见Middlemarch
 ，ch．20）。又参见Astour（1967a，p．155）；Dupuis（1795，vol．1，p．95）。


(143)
  缪勒没有提及Herodotos（III．37），后者暗示卡贝罗伊与对埃及金属加工之神普塔的崇拜有联系。


(144)
  Usener（1907，p．11）.对乌泽纳的迷人研究见Momigliano（1982，pp．33-48）。


(145)
  关于莫费斯，参见第八章，注86
 。


(146)
  Müller（1820-4，vol．1，p．122）.


(147)
  Müller（1825，pp．282-3；trans．1844，pp．221-2）.


(148)
  虽然她发表的关于希腊神话受到近东影响问题的著述晦涩难懂，但Jane Harrison（1925，p．84）在比较杰出的闪米特学家罗伯森—史密斯和古典学家弗雷泽时观察到的超出于此。罗伯森—史密斯的宗教背景允许他待在宽泛的雅利安模式内部，坚称近东对希腊有过影响。弗雷泽对人类学平行物的论证威胁性要小得多：

罗伯森—史密斯因为异端邪说遭到流放，他看到了东方的星星；徒然地，我们这些古典聋子蝰蛇堵住了耳朵，闭上了眼睛。但是，仅仅在有魔力的词语“金枝”的声音之下，鳞片掉落了——我们听到了，理解了。


(149)
  Müller（1825，p．285；trans．1844，p．224）.


(150)
  Foucart（1914，pp．2-3）.关于富卡尔更多的讨论，参见第五章，注145
 ，以及第三卷。


(151)
  Müller（1825，pp．285-6；trans．1844，pp．224-5）.


(152)
  Müller（1825，p．290；trans．1844，p．229）.


(153)
  Feldman and Richardson（1972，p．417）.


(154)
  Müller（1825，p．290；trans．1844，p．229）.


(155)
  参见绪言、第二卷和第三卷。


(156)
  Astour（1967a，pp．128-58）；R．Edwards（1979，pp．64-114）.


(157)
  Nissen（1962，pp．12，117）.


(158)
  Wilamowitz-Moellendorf（1982，p．105）.


(159)
  F．M．Turner（1981，p．79）.


(160)
  Feldman and Richardson（1972，pp．416-18）.又参见F．M．Turner（1981，p．79）中的书目。特纳也很严肃地对待缪勒。


(161)
  Pfeiffer（1976，p．187）.


(162)
  关于维护此的一个尝试，参见Momigliano（1982，p．33）。



第七章　希腊狂（第二部分）：新学术向英国的传播与雅利安模式的兴起，1830—1860

本章的前半部分讨论缪勒的作品传播到英国。我们必须在古代学引入英国和古典学学科建立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一传播。在古典学里，关于希腊和罗马生活所有方面的思考都被认为会对将要成为不列颠和英帝国统治者的男孩子们发挥有益的教育意义和道德影响。

古典学成为改革后的公立学校系统的中心，在大学里也处于统治地位。这些改革由阿诺德博士和别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改革者领导。这些改革者把德国的教育和学术看成打破托利党和辉格党治下英国的停滞，同时又能避免法国激进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然而，就像三十年前德国的洪堡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无疑这些英国的改革者更害怕革命而不是反动。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受保守派的攻击。

康诺普·瑟尔沃尔（Connop Thirlwall）和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分属于这群改革精英中两个略有差异的派别，他们向米特福德对古代模式的维护发起挑战。缪勒的作品给两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二者都避开了他破坏偶像的激进主义。瑟尔沃尔不肯断然否定腓尼基人的殖民，而格罗特则快刀斩乱麻，完全拒绝考虑关于希腊过去的希腊传说中的真实成分。尽管他们的方法不同，但他们工作的实际结果推翻了关于殖民的传说，抬高了当时被看成半神的希腊人的独立创造性。这当然受到了日益亲希腊，并且藐视一切非欧洲文化的公众的热烈欢迎。

第七章的后半部分是关于亲印度现象以及印欧语研究与亲希腊主义和古代学之间的和解。在缪勒摧毁了古代模式之后，人们用来自北方的印欧征服模式来填补空白就相对容易了。在此情况中，与古代模式的毁灭不同，有一个好的内部原因来解释转变：解释希腊语的印欧语基础的需要。然而，无疑德国和英国的学者们尤为喜欢北方入侵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种族主义和尼布尔对种族历史的规划非常契合。而且毫无疑问，当代人对印度的热情把欧洲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来自北方的雅利安人对次大陆的入侵。人们几乎无须想象就可以把这些入侵——它们业已在印度传统中被证明——换位成希腊，而那里并没有关于此类征服的任何现存记载。


 德国模式和英国的教育改革

与公元前4世纪时伊索克拉底对雅典人和希腊人的看法一样，到公元19世纪初时，德国人确信自己就是“人类的思想导师”。
(1)

 这个自我评价为大多数“进步的”欧洲人和北美人所接受。德国的哲学和教育为破产的传统、法国大革命和无神论之间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当代文学史家埃莉诺·谢弗（Elinor Shaffer）的评论道出了其中一个侧面：

德国批评的学术性和技术性强，不适合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手册……而且，它能接受多种阐释，其中包括从内部进行的修正主义改革，它不仅让宗教和政治体制明显毫发无损，而且保留了实权派的本来地位。在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关于最先进的大陆学术的知识成了打击国教学术体制的大棒……这种思维模式的本质让我们深刻了解到政治浪漫主义的两面性，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维多利亚时代和解的本质。按照某种观点，这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虚伪的一大思想纪念碑。
(2)



在法国，这种日耳曼风潮在广受欢迎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维克托·库赞（Victor Cousin）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在路易·菲利普的大资产者（grand bourgeois）妥协政体中飞黄腾达。库赞根据普鲁士模式建立了法国的初等教育，而且，像他非常崇拜的洪堡一样，他为古典作家，尤其为希腊人在整个教育体制中保留了特殊的位置。库赞还狂热地相信，东方哲学是原始和“自发”的，而异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哲学是“沉思”的，二者之间存在绝对差别。
(3)



虽然普鲁士的教育形成几乎一经阐明，英国的一些改革者就准备接受它，但保守主义势力还是把教育“德国化”阻止了好几十年。实际上，在不信奉国教者和工业家的压力下被迫建立新的大学，而且在改革公立学校以及牛津和剑桥大学的需要变得迫在眉睫之后，教育“德国化”在19世纪的第二个三分之一的时间才开始。然而，即便在大学改制后，研究班讨论课程也并没有站住脚，牛津和剑桥的教授由于受到学院和改革者中自由主义情绪的阻挠而无法确立德国式的专制。
(4)

 而且，在英国，人们更重视德国体制的教育形成而不是它的研究。引人注目的是，虽然19世纪后半期古典学家的领袖人物乔伊特（Jowett）对他的学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作为学者而言，他却远不如许多没有经过改革洗礼的前辈合格。
(5)

 与强大的德国教授相比，英国大学的研究成果微不足道。
(6)



研究拉丁语语言和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曾是中世纪大学基础课程的核心。在18世纪的英国，随着人们对宗教和神学兴趣的降低和日益贵族化的学生对数学的轻视，上述方面教育的相对重要性逐渐增强。而且，正如我们所知，1780年后，人们开始更关注希腊语。懂拉丁语一直是上层社会的标志；现在希腊语成了内部圈子或头等圈子内的语言。然而对古典学的首次运用——对古代全面加以研究，从道德和思想上对精英进行培训——在19世纪上半期通过直接或间接仿照德国模式才开始出现。

提倡古典学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托马斯·阿诺德，他最出名的是提倡培养“基督教绅士”这样不可能的混合物。作为拉格比公学的校长，而且热心大学改革，在他生命的最后大约十年，从1832年到1844年，他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像洪堡和库赞一样，阿诺德属于人们所说的好斗的中间派，既憎恨革命也厌恶反动。
(7)

 他为了维护最好传统的全部改革思想的核心是对德国的热爱：1827年他在罗马会见了本森，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而且，虽然对尼布尔的历史怀疑论有稍许担心，他还是成了一名热烈的崇拜者，并为《罗马史》写了一本流行的摘要。
(8)

 阿诺德也怀有和尼布尔一样的把种族作为历史解释首要原则的热情，他在1841年就任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时专门针对这一主题做了演讲。
(9)

 阿诺德和他的儿子马修因为他们的“时髦”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们清楚地表达并且加强了已经存在于流行意见中的思想感情。
(10)



一群更有创新性的学者从剑桥涌现出来。的确，1822年现代的、“全面”型的古典学文学士荣誉学位考试在剑桥的确立，就体现了在这所辉格党领导下的稍微灵活的大学内进行改革的可能性；正是通过剑桥，新的德国学术和古代学被引进英国。在二者传播过程中有两位关键人物，他们是朱利叶斯·黑尔（Julius Hare）和康诺普·瑟尔沃尔，二人在中学和大学时都是密友。黑尔在德国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在那里学会了德语，并对德国文化产生了终身的兴趣，而且他把这种兴趣也传染给了康诺普·瑟尔沃尔。与数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合作，他们积极地首次尝试建立剑桥俱乐部。在学生辩论社被冠以颠覆罪并于1817年关闭后，休厄尔和瑟尔沃尔致力于跟黑尔学习德语。到第二年他离开大学的时候，瑟尔沃尔不仅学会了德语，还阅读了尼布尔的《罗马史》。他不久去了罗马，在那里加入了德国社区，并且与本森建立了“对他一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的友谊。
(11)



一返回英国，瑟尔沃尔就翻译了《圣路加》，这是由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写的一本难懂的神学专著。施莱尔马赫是洪堡和本森最喜欢的浪漫主义者和“雅利安派”神学家。
(12)

 这引起了反对一切德国神学的保守牧师们的轻微愤慨，但这并没有阻止瑟尔沃尔返回三一学院，并担任必需的圣职。1827年，他和黑尔开始翻译尼布尔的《罗马史》；第一卷于1828年问世，第二卷也于三年后出版。但他们非凡的耐心和献身精神已被消耗殆尽，再也没能完成第三卷。

到1830年，瑟尔沃尔和黑尔与一个名为“使徒”的限制严格的秘密学生小团体建立了联系，该团体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社交俱乐部成立于十年前。他们帮助改造了它，并赋予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特色；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特色仍延续至今。二人还鼓励更年轻的“教友们”去尊重浪漫主义诗人和德国学术。
(13)

 根据一名1832年当选会员的说法：“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是我们首要的神灵，黑尔和瑟尔沃尔被视为他们的先知”；另有人士宣称：“尼布尔是他们的上帝，在很长时间内塑造了他们的情感。”
(14)

 1833年哈勒姆（Hallam）的去世加强了该团体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哈勒姆是一个为瑟尔沃尔和很多教友所喜爱的青年才俊；对他的崇拜象征了他们自己已逝的青春和美丽，通过丁尼生的《悼念》（In Memoriam
 ）而永垂不朽，在以后四十年里这种崇拜一直是该“团体”的核心内容。

无疑，瑟尔沃尔把自己视为团体中的苏格拉底，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感和怀疑主义的思维。这样，特别是从“使徒”这个社团开始，以及在整个时代精神中，浪漫主义怀疑论就成了当代社会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称为“思想贵族”或“新知识界”的精神气质。
(15)

 确实，由于瑟尔沃尔允许非国教派的人取得剑桥学位的有原则的立场，他的苏格拉底式的名声更加响亮。黑尔的辜负和休厄尔的背叛迫使他辞去了研究员的职位。然而，他的毒药并不太苦，因为他有一些身居高位的辉格党朋友：他很快在东赖丁（East Riding）享受着富裕的生活，这使他有闲暇撰写自己的《希腊史》。

1840年，瑟尔沃尔被任命为威尔士最古老的教堂圣戴维斯教堂的主教。这必须被视为一系列亲德的举动之一，其他的举动还包括任命阿诺德博士为钦定讲座教授以及本森怀着普鲁士政府的特殊使命到英国去推行他伟大的宗教计划——这项计划带有强烈的条顿种族色彩——即统一路德教和英国国教。这项计划的明确形式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联合的福音派新教会主教辖区，正是这个举措最终驱使未来的红衣主教纽曼（Newman）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皈依很好地说明了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这种分歧存在于“进步的”热爱希腊和德国的人与对基督教仪式和中世纪持有的“反动”热情之间，后者能将没有戒备的人引向罗马。

作为主教，瑟尔沃尔拥护“新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它的宗教分支“广教会派”。他在这方面经常是单枪匹马，他敢为天下先的行动让他的同伴震惊。他是唯一一个投票赞成犹太人享有公民权的主教。他采取这一英勇立场的动机是复杂的。这些动机既包括真正的自由主义，也包括相信同化是实现皈依最迅速的道路。（皈依犹太人实际上是耶路撒冷的福音派新教会主教辖区的一个主要目的。）
(16)

 在他的余生里，瑟尔沃尔继续坚持这种有原则的自由主义，以及除了孩子和宠物之外，让他周围的一切都感到不快的做法。

通过他所有勇敢的改良主义——这在一次非同寻常的雄辩演讲中达到高潮，在演讲中他击溃了反国教制度废除论的拥护者——必须要强调的是瑟尔沃尔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反革命人士。他在十一岁时写的小品文《第一批果实》（Primitiae
 ）受到了《反雅各宾评论》的盛赞，并被呈献给珀西主教。我们认为珀西的《英诗辑古》对不列颠和德国的浪漫主义在民谣方面的兴趣具有中心意义。接着，在19世纪20年代，在两位诗人极端反动的阶段，他和黑尔尊崇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瑟尔沃尔还惧怕革命，他认为在丽贝卡女儿会（Daughters of Rebecca）会员身上发现了革命性。那些会员是装扮成女子的威尔士男子，焚烧了他们痛恨的过路收费亭。在美国内战期间，尽管他强烈谴责奴隶制，但他认为“由最卑贱的人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民主的支配地位”这一前景更令人担忧。
(17)

 而且，他还具有他的朋友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描绘的“对法国威胁近乎发狂的忧惧”。
(18)

 总而言之，瑟尔沃尔的政治观点似乎接近本森、托马斯·阿诺德和年轻时的尼布尔。

瑟尔沃尔的八卷《希腊史》在1835年开始问世，是第一部重要的、结合了新的德国学术成果的英文著作。它也是第一部取代了出版于1784年到1804年间的米特福德的鸿篇巨制《希腊史》的作品。然而，早在十年前的希腊独立战争中，在1824年和1826年，对保守的米特福德的抨击就已经在评论中出现了。米特福德非常怀疑希腊的成就。第一个抨击者是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他认为米特福德的反雅典和亲斯巴达的观点极端反动，并给予了激烈批评。然而，最重要的是，麦考利反对米特福德把希腊人仅仅当成另一个民族来对待的做法。像雪莱或德国的席勒和洪堡一样，麦考利确信希腊人要高于那样的分析形式。正如他所说，在考虑希腊时，他喜欢“在崇拜者的尊敬中忘记裁判的准确性”。
(19)



1826年，第二个抨击来自一位年轻激进的银行家乔治·格罗特。格罗特比麦考利更仔细地阅读了米特福德的著作，他承认米特福德并非亲斯巴达，而是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实际上更喜欢混合政体。格罗特反对的是他所认为的米特福德的亲英偏见及其对希腊特性的不确认。格罗特根据希腊的自由体制推导出希腊具有特殊性质：“唯因民主（和事实上与之非常相似的那种开明的贵族政治），我们才有了这无与伦比的才华横溢和丰富多彩的个人天才，才构成了灿烂辉煌、魅力无穷的希腊历史。”他接着就希腊的特殊地位已经被制度化，而由此该受到特殊对待进行了循环论证。他强调“英国教育向古典学的转变赋予了所有的希腊学报异常的兴趣……”
(20)

 。这样，两位批评家都赞同古希腊应该被置于一般的学术范围之外。麦考利后来忙于他务，而格罗特则继续从事他的使命，并在20年后写出了他关于希腊史的鸿篇巨制。

然而，在此之前，瑟尔沃尔的《希腊史》已经问世。通常的比较是，米特福德对希腊民主保守的蔑视使他的作品成了托利党的“五卷宣传小册子”，格罗特的《希腊史》对之构成了极端的挑战，而瑟尔沃尔的《希腊史》则取得了平衡。
(21)

 然而，与我们有关的事宜是瑟尔沃尔和格罗特的著作对古代模式的抨击，和米特福德对古代模式的捍卫。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早期的学者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该模式，从来也不需要证明它的合理性。然而，到18世纪80年代，米特福德已经认为有必要用语言来捍卫希腊曾被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的正统观点。他认为，完全有理由相信希腊人叙述的殖民故事，因为这些故事非常详细并且广为流传，而且希腊人不可能编造违背自身利益的故事。
(22)



为了反驳这一可信的观点，瑟尔沃尔总结了缪勒的论点，尽管没有提到缪勒的名字。他还根据缪勒的意图添加了一条吸引人的注解：

在相对较晚的时期——即历史文学在希腊人中兴起之后——我们发现在民众和学者中存在一种普遍流行的信仰，即在非常远古的时代，在佩拉斯吉人的名字和统治让位给古希腊种族之前，异族人由于各种原因到达希腊海岸，在那里建立殖民地，兴建王朝，修建城市，并引进了从前未开化的土著人不知道的有用的艺术和社会制度。现代的学者们也几乎普遍采用了同样的信念……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对受到如此权威的确认，并且长期以来得到广大公众没有争议的支持的观念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可能它从来也未被人质疑过，如果从它得出的推论没有引起对其依赖的基础进行猜忌的调查的话。（黑体由笔者标注）
(23)



瑟尔沃尔没有具体指出这些推论是什么，但是考虑到缪勒的著作，除了浪漫主义和种族的推论外，我们很难找到别的解释。这番话出自一个与德国学者有密切接触的人是非同小可的，因为这意味着，之所以做出该批评，并不是因为形式上的不一致——如缪勒在达那俄斯的例子上所宣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传说的内容是要不得的。瑟尔沃尔继续写道：

然而，一旦这种精神被唤醒，人们就意识到这些关于古代殖民的流行故事为合理的怀疑提供了巨大空间，不仅它们所显示的非凡特征值得怀疑，更可疑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所能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
(24)



和他之前的缪勒一样，瑟尔沃尔不能在早期希腊作家中找到任何对古代模式的明确挑战，不得不勉强拿“默证”来应付。这样他便宣称从希腊作家那里找到了“心照不宣的反对”，相信这些传说遭到了“古代希腊诗歌和历史学家们默不作声的反驳”。
(25)



秉着真正的使徒精神，瑟尔沃尔通常能够看到任何问题的两方面或更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在缪勒激进但令人满意的结论和尼布尔所捍卫的正统观念之间，他似乎举棋不定。因此，他写道：“我们似乎可能，甚至有必要在新旧观念之间采取中间路线。”
(26)

 他的妥协合乎标准——埃及人，没门！腓尼基人，可能？而且，基于种族原因，他否认了关于埃及人凯克洛普斯和达那俄斯传说的真实性：“纯种的埃及殖民者，穿越了爱琴海，建立了沿海城市，似乎与我们所知的民族性格在方方面面都不吻合。”
(27)

 请注意“纯种”和“沿海”这两个词！瑟尔沃尔在用词上非常讲究，以避免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的行动产生矛盾，但这种有系统的种族主义表明，意识形态凌驾于纯粹的事实之上有多么容易。
(28)



另一方面，瑟尔沃尔的确接受了关于卡德摩斯和腓尼基人的传说，不仅在诸岛，而且在波伊奥提亚流传的传说。另一个区分他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分子的原因是，尽管他是一个宣扬“血统”和“种族”的浪漫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他坚持认为：

无论一小撮埃及人或腓尼基人是否与希腊的人口有过融合，这本身都无足轻重。让这一探究有趣的是，这些异族人的到来据信对他们新国家的社会状况产生了影响。
(29)



80年后，这种对纯洁性的缺乏关心更加不为人所接受。


 乔治·格罗特

乔治·格罗特1846年出版的著作很快就让瑟尔沃尔的《希腊史》黯然失色。他们二人在查特豪斯（Charterhouse）公学求学时几乎是同届，格罗特声称，如果他早知道瑟尔沃尔的著作，就绝不会开始自己的写作项目。对瑟尔沃尔来说，他十分真诚地接受了自己被取而代之的现实。
(30)

 莫米利亚诺指出了瑟尔沃尔的圈子和格罗特银行业激进分子所形成的圈子之间的相似性：“两个团体都不喜欢米特福德，都阅读德文，都受到过《季度评论》的抨击。二人都旨在使英国政治和思想习惯自由化，都希望它们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准则的基础上。”
(31)



然而，莫米利亚诺进而又申明了他们的基本区别：瑟尔沃尔和黑尔想引进浪漫主义的历史哲学并取代牛津和剑桥大学进行的经验主义研究，而格罗特本人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
(32)

 事实上，不应该把两者的区别看得太大。许多功利主义者都对希腊怀有浪漫主义的热情，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持各种意见的男男女女都有这种热情，只有极端的反动分子例外。［莫米利亚诺引用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关于希腊的观点，但穆勒的功利主义的父亲对希腊的热情更有说服力——他让儿子在三岁就开始学希腊语！］
(33)

 例如，格罗特对希腊城邦的崇拜，似乎在很多方面都与卢梭相似。的确，正如莫米利亚诺所指出的，“格罗特对小国家的同情……后来引导他仔细研究了瑞士的政治”
(34)

 。另一方面，作为激进分子和功利主义者，格罗特自然同情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由孔德以实证主义形式所阐明的科学精神。这样，格罗特就能够比尼布尔或缪勒更始终如一地要求古代史给出“证据”，他为他所认为的“臆测的德国通行证”表示哀叹。
(35)



莫米利亚诺坚持认为，通过明确区分传说中的希腊和历史上的希腊，格罗特“与K．O.缪勒和他的英国崇拜者们决裂”。
(36)

 然而，缪勒在他的《绪论》开头已声明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可容忍的清楚界限”。
(37)

 而且，缪勒和格罗特都追随沃尔夫，相信公元前8世纪前希腊不存在书写，而且不像东方那样有祭司的教导。因此，与更早时期的联系是极端含糊的。
(38)

 此外，两人都同意，虽然神话中可能包含历史因素，但考虑被强加了神话因素的纯事实核心是没有用处的；相反，两种因素倒是从一开始就应被视为一个整体。
(39)

 那么，这里，格罗特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区别似乎也没有莫米利亚诺教授设想得那么大。然而，格罗特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后者关心的是希腊作为欧洲的婴儿期，而格罗特作为激进分子，而不是保守分子，他并不为产生神话的时代的消逝而遗憾。和一个世纪前的语法学家詹姆斯·哈里斯一样，格罗特的热情是针对雅典民主晚期的突然繁荣，而且，如我们所知，他主要关注的是反驳米特福德对希腊制度的托利党怀疑论。
(40)



莫米利亚诺还认为格罗特在希腊神话历史性问题上采取了严格的中立立场：只不过是在接受这些神话前他要求有“旁证“。
(41)

 除了要求“证据”不恰当之外，格罗特在这个问题上的中立十分令人怀疑，因为他对历史性讨论的口吻如果算不上藐视，也是怀疑的。因此，他赞许地引用了18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雅各布·布赖恩特。布赖恩特认为，不可能把那些相信半人马怪物、萨梯、仙女和会说话的马的人的讲述当真。
(42)



布赖恩特的论点似乎有道理。然而，我们应当记住每个时期都有在后世看来很荒唐的普遍信仰。我坚持认为，对这种情况，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与19世纪关于种族的神话、不变的民族特点、纯洁的多产性、种族融合的有害后果，以及，最重要的，让希腊人超越了历史和语言法则的半神地位相比，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关于半人马怪物和其他神话精灵的错误信仰倒更不容易让人误入歧途。因此，虽然我们应当警惕古代的传说，我们也应当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这些传说的阐释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莫米利亚诺宣称由于格罗特的“中立性”，他关于神话的观点无法被后来的似乎能确认传说内容的考古发现推翻。
(43)

 按照我坚持的论点，如果他的观点是怀疑论的，这个理由则不能成立。而且，与格罗特20世纪的后继者相比，这种怀疑主义似乎对他本人更合情合理：那些着迷于特洛伊、迈锡尼、克诺索斯等地的人期待，它们至少能让那些古时候毫无争议的传说在没有发现相反证据前获得肯定。例如，保留波伊奥提亚曾和腓尼基有特殊关系的观点，或者色梭斯特里斯和门农——即被称为森乌塞特和阿蒙涅姆赫特的埃及法老——曾在公元前20世纪时对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过大范围远征的观点，把它们视为工作假说，而不是把它们斥为荒谬，这样只会在发现能确认这两个传说的考古或碑铭证据时自取其辱——这样做是谨慎的。
(44)



然而，格罗特对传统不足以满足“证据”要求的轻蔑非常有影响。他坚持，除非有证据证明相反的观点，必须假定希腊与中东隔绝。他的坚持，加上缪勒的坚持，成了将雅利安模式的异己分子赶出学术圈的有效工具。
(45)

 同样地，通过将希腊历史定为始于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格罗特有力地加强了古典时期的希腊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座孤岛的印象。希腊文明被视为无中生有，然后以相当超人的方式几乎全副武装地跳了起来。

格罗特的历史书立刻被英国、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学者奉为权威。
(46)

 尽管格罗特关于神话的程序令人振奋，然而，它并不能让另外一些历史学家满意。这些历史学家仍认为必须对早期的希腊历史加以说明。大体上，他们似乎都采取了瑟尔沃尔的折中立场：虽然希腊传说坚持曾有过埃及和腓尼基的入侵，但现在语言学的“科学”证据暗示，希腊语是纯洁的、土生土长的。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腊史》，从它1854年的初版到19世纪80年代，一直是这个问题的英语标准教科书，该书揭示了这个立场的诸多困难：

希腊人的文明和他们语言的发展具有本土成长的所有特征，可能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然而，希腊人的传说却指向相反的结论。他们普遍认为东方的异乡人让佩拉斯吉人摆脱了野蛮，这些异乡人在当地定居，并在未开化的居民中引进了最初的文明因素。然而，这些传说有很多并非远古时候的传说，而是后来的时代发明了它们。
(47)



考虑到第六章讨论过的希腊语言“纯洁”概念的意识形态根源，人们注意到几十年后，语言正被用作否定古代模式的“科学”基础。这真是有趣极了。像瑟尔沃尔一样，史密斯也采取了折中立场，他既接受卡德摩斯率领腓尼基人在底比斯进行的殖民，又拒绝关于埃及殖民的任何故事。

虽然自18世纪以来，浪漫主义者就考虑过希腊人源自北方的观点，但他们并未当真。而学者们对古代模式加以抨击，从塞缪尔·马斯格雷夫，到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和康诺普·瑟尔沃尔，他们都坚持希腊人的土著地位，认为古希腊人和佩拉斯吉人关系密切。到19世纪50年代，印欧语系和雅利安种族已成为既定“事实”。随着一整套种族理论和原初的雅利安发祥地位于中亚山区某处的概念的确立，对希腊起源的描述就被篡改了。


 雅利安人和古希腊人

尼布尔、缪勒和印欧语学者共同努力，为雅利安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所有的必要因素。尼布尔让排斥古代的原始资料合法化，他还把法国和印度的北方征服模式引入古代。缪勒把古代模式开除出希腊。然而，语言学家们把希腊语和梵语联系起来的，并明确希腊语是一种印欧语。这些中的任何一种工作都更有威力。对这种关系做出一些历史解释是必要的，而且来自中亚的北方征服模式能够很好地契合。这样，人们必须在古代模式的衰落和雅利安模式的兴起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前者的衰落只能用外部原因来解释——即社会和政治压力所致。后者的兴起相当程度上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学术本身的内部发展在新模式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还想强调，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在19世纪的多数时间，二者共存于我所说的宽泛的雅利安模式中。该模式认为，早期希腊人的出现是前古希腊人印欧征服的结果，他们又被安纳托利亚人和腓尼基人征服，后者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迹。我个人认为，在我的修正的古代模式中，在埃及人和西闪米特人殖民前，很可能有讲印欧语者的早期入侵和渗透到爱琴海盆地。
(48)

 然而，整体上，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关心的是种族等级和种族纯洁，埃及和腓尼基殖民的概念似乎总是令他们反感。

新的雅利安模式有一大缺陷：缺乏古代的证明。修昔底德曾提到过部落迁移，古希腊人从希腊北部搬到南方，吞并了其他民族。他对这一过程的时间定位并不清楚，但他强调这一过程到特洛伊战争时尚未结束；这就让达那厄人、阿尔戈斯人、亚加亚人和其他许多希腊人的起源无法得到解释。
(49)

 时间晚期的类似问题破坏了另一个可能的北方征服的传说——即自称赫拉克勒斯后裔者的回归或多利安人的入侵——其中来自希腊西北部的部落横扫南部，占领了绝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大部分爱琴海南部地区。

一贯的传说是，这些事件发生在特洛伊战争后，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这样——如果人们接受了这些事件，把它们看成“雅利安入侵”的组成部分，那么阿伽门农、墨涅拉俄斯（Menelaos）和大多数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都可能不是希腊人了。甚至在B类线形文字被解读之前，也几乎没有希腊主义者愿意付出这个代价。B类线形文字的解读证明希腊语早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很久就已在希腊使用。
(50)

 因此，已有的唯一可能性是论证多利安人的入侵是一系列入侵中的最后一次——但它对最初的征服仍未加以解释。

恩斯特·库尔提乌斯是缪勒忠实的晚辈同事。他承认雅利安人的征服缺乏古代的权威认证，而且，正如他所言，“本土的概念在他们［希腊人］中以最丰富多彩的传说形式发展起来”
(51)

 。然而，语文学现在是一门“科学”学科，凌驾于此类事物之上；缺乏古代的权威认证并没有让新的历史学家烦恼。据说，19世纪中晚期的伟大的罗马史学家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 Mommsen）曾写道：“历史首先必须彻底清除所有这些寓言，它们尽管声称是历史，却只不过是胡编乱造。”
(52)



考虑到印欧语研究的兴起、雅利安征服的印度模式的显著地位以及缪勒对古代模式的破坏，雅利安模式对希腊的适用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似乎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普遍盛行起来。因此，我们很难知道这要归功于谁。然而，最有可能的人选是库尔提乌斯兄弟。我们将打破长子优先权的规则，先来考虑弟弟格奥尔格。

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1820年出生在吕贝克（Lübeck），就读于波恩和柏林，在布拉格（当时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学中心）、基尔和莱比锡做教授。他的许多著作都是新的印欧语语言学原则在希腊语上的应用。他对比较语法和希腊语中的印欧语成分都有研究，在这两个领域他系统地阐述了优雅的、有规则的语音转换，根据这些语音转换规则大部分希腊语都能从假设的原始印欧语中派生出来。
(53)

 在19世纪50年代，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建立了迄今难以超越的牢固基础。20世纪早期的词典编纂者H.斯图尔特·琼斯（H．Stuart Jones）在利德尔（Liddell）和斯科特（Scott）所编撰的标准希腊语—英语字典第九版的前言中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时的情形：

经过认真思考，我们认为词源学的信息应该被最简化。浏览布瓦萨克（Boisacq）的《希腊语词源学字典》，人们会发现词源学家们的揣测几乎很少脱离猜想；自从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他的《希腊语词源学》是利德尔和斯科特的主要依据）的时代以来，比较语文学的进步清除了很多垃圾，却几乎没有产生可靠的建设。
(54)



今天的情况和他在1925年写这番话时的情形并无二致。当然，大部分“垃圾”是闪米特的，它在20世纪20年代是不可能被容忍的。
(55)



如果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在语言学上建立了希腊和印欧人的联系，他的兄长恩斯特则从历史方面实现了这一点。恩斯特·库尔提乌斯生于1814年。他先后在波恩和哥廷根学习，在哥廷根他迷恋上了缪勒。从1836年到1840年，他在希腊生活，并在缪勒逝世时陪伴在他身旁。库尔提乌斯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做了详细的历史描述，并在柏林获得了一个职位；接下来，从1856年到1868年期间他在哥廷根任教授；接着他在柏林任教授，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8年。
(56)



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和缪勒一样酷爱希腊的山水、纪念碑、考古学和艺术。他的书是第一部由亲身到过希腊的人所写的有关希腊历史的重要著作。而且，库尔提乌斯一贯坚持他导师所奉行的对待希腊的浪漫主义观点。正如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所说，他“绝不舍弃对那个理想观念的信仰，而是至死宣扬它”
(57)

 。然而，与缪勒不同，库尔提乌斯在对印欧人和雅利安人的新的热情中被彻底感染，他的浪漫主义也延伸到了他们身上。

这样的观念在他的《希腊史》中随处可见，其中的第一卷发表于1857年。库尔提乌斯接受了语言学家们关于印欧语的发源地在中亚山区某处的观点；从那里，正当雅利安人横扫南方征服了印度时，古希腊人南下进入希腊。然而，与古典作家和他的前辈们不同，库尔提乌斯强调佩拉斯吉人与古希腊人之间的区别：“佩拉斯吉人的时代处于背景中，是一个单调漫长的时期：赫楞和他的儿子们第一次带来了冲动和运动；随着他们的到达，历史开始了。”
(58)



这个观点似乎类似于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区分。然而，事实上，库尔提乌斯把佩拉斯吉人看作第一波低等的雅利安人，他们穿过安纳托利亚，越过达达尼尔海峡，最终抵达希腊，在弗里吉亚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后来的古希腊人侵略规模较小，但“尽管他们人数较少，由于聪慧过人，他们能够将分散的因素集中起来……提升到较高的发展阶段”
(59)

 。我们在第六章提到过斯巴达和麦西尼亚的多利安人出现以前的当地居民与“外雅利安”（off-Aryan）爱尔兰人之间的类比。
(60)

 库尔提乌斯的历史规划是，雅利安的古希腊人征服了半雅利安的佩拉斯吉人。这个规划的好处是结合了两种意识形态上的理想特征——支配种族实现了北方征服，并且保留了本质上的种族纯洁性。

新的入侵者是彻底的北方人。其中一支“走陆路，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国家古入口：他们经色雷斯进入希腊北部的阿尔卑斯山陆地，在那里，在山区村镇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区生活……名曰多利安人”
(61)

 。对这种在“村镇”中的与世隔绝的山区生活——使得他们近乎瑞士人——栩栩如生描写的原因，似乎来自长期存在的、从某个民族的祖国地形来追溯该民族性格的浪漫主义需要。令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尴尬的是，他们会发现“温柔”的爱奥尼亚雅典人形成于地势崎岖的阿提卡，而斯巴达人则生活在埃夫罗塔斯河的翠谷中。

库尔提乌斯对爱奥尼亚人渊源的阐述非常简略，仅提到爱奥尼亚人从弗里吉亚一路而来至爱琴海的东岸。
(62)

 希腊传统明确声明安纳托利亚的爱奥尼亚仅在公元前11世纪时才由来自希腊的爱奥尼亚人殖民，但在这点上尼布尔与古典作家持不同意见。这样，当库尔提乌斯否定传统并宣称希腊人在早得多的时候就已生活在那里时，他有新学术权威的撑腰。在这部分的结论中，他论证道，他们的分别迁移让多利安人有别于爱奥尼亚人：因此“就奠定了遍及这个民族全部历史的二元论的最初基础”。然而，他们在种族上是联合的：“一种内在的亲属感把他们彼此吸引。”
(63)



最重要的是，库尔提乌斯关于雅利安古希腊人的神秘感情是对语言的关心：

懂得以如此特别的方式发展出印度—日耳曼语这一共同财富的民族是……古希腊人。他们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发展了这门语言，这一功绩是一种艺术成就。因为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姊妹语言，希腊语必须被看成一件艺术品……如果这种语言的语法是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它可以成为证明这个民族不同凡响的自然天赋的充分和有效证据……整个语言就像一位受过训练的运动员的身体，其中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肌腱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丝毫的臃肿或惰性物质的痕迹，全都是力量和生命。
(64)



这门“纯洁”的语言在进入希腊之前，必须在北部山区已完全形成。库尔提乌斯认为这种早期的完成是特别必要的，因为他相信语言跟地形直接相关：“一类语音惯于在山上占优势，另一类惯于在谷地占优势，还有的惯于在平原占优势。”
(65)

 人们无法想象，像希腊语这样美丽纯洁的东西会形成在地中海地区；人们更无法想象它可能是古希腊人与埃及人和闪米特人杂交的结果。

库尔提乌斯确实承认，在早期时，腓尼基人曾在希腊进行贸易，并引进了某些新发明。但他坚持，他们很快就被更有活力的爱奥尼亚人赶跑了。而且他确信，“种族科学”业已证明了埃及和腓尼基殖民传说的荒谬：

人们很难想象，严格意义上的迦南人，他们在希腊人所到之处无不胆怯地退却，尤其当他们与古希腊人交往时，或远离故国时；他们作为一个民族被古希腊人如此鄙视，以致在像萨拉米斯或塞浦路斯这样人种混合的地区与他们通婚，也会被古希腊人视为耻辱；我们重申，人们很难想象，这样的腓尼基人曾在古希腊人中建立过公国。
(66)



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段文字的反犹主义含义和当时英国对腓尼基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库尔提乌斯而言，他通过解释消除了对腓尼基人的指称，其方式与本森的方式类似并且同样累赘。库尔提乌斯认为，腓尼基殖民的希腊传说要么源于腓尼基人和曾到过国外并学到了一些外国方式的爱奥尼亚人之间的自然混淆，要么源于卡里亚曾被称为Phoinikē和卡里亚人似乎是一种东部希腊人的“事实”。
(67)

 他唯一允许的例外是克里特岛。他承认真实的腓尼基人或许曾在那里大量定居，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取代那里的土著佩拉斯吉人。
(68)

 在19世纪50年代，因为该岛仍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这似乎未必不可能；只有在1900年，埃文斯在该岛上发现了“弥诺斯”文明后，克里特岛才变成了不能让步给腓尼基人的、极其宝贵的领土。

我想用一段花边文字来结束本章。上文曾提到，令人敬畏和顽固的威廉·里奇韦曾把斯巴达人描述为乌尔斯特人。他是20世纪初剑桥在早期希腊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69)

 在他出版于1901年的《希腊早期时代》一书中，他给出了他智识上的家谱，他提到了：“四位无人质疑过其怀疑主义或清醒头脑的历史学家——尼布尔、瑟尔沃尔、格罗特和恩斯特·库尔提乌斯”。
(70)

 无人能怀疑他们对他们所不喜欢的理论所持的怀疑主义。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他们除了格罗特的可能例外都是种族主义者，都是对他们所钟爱的希腊形象怀有激情的浪漫主义者。现在人们必须清楚的是，我想对他们的清醒头脑、不偏不倚的姿态和客观性提出质疑。






(1)
  伊索克拉底的声称见第一章，注131。引文出自C．Bunsen；参见F．Bunsen（1868，vol．1，p．111）。


(2)
  Shaffer（1975，p．25）.


(3)
  Cousin（1841，pp．35-45）.库赞“折中主义”的中心概念和柏拉图核心角色的观点似乎来自Combes-Dounous，后者于19世纪初写作；参见Wismann（1983，pp．503-7）。虽然Combes-Dounous不情愿，但他无法否认柏拉图关于灵魂不朽的观念借自埃及和东方。参见Combes-Dounous（1809，esp．vol．1，p．141）。到19世纪30年代，库辛将它归因于希腊天才是安全的。


(4)
  Bunsen，致阿诺德的信，1836年3月4日（F．Bunsen，1868，vol．1，pp．420-2）。关于普鲁士教授专制，参见R．S．Turner（1983a；1985）。


(5)
  Lloyd-Jones（1982a，pp．16-17）.


(6)
  参见H．G.利德尔（H．G．Liddell，Alice的父亲，第一部伟大的希腊语—英语词典的作者）致H．H.沃恩（H．H．Vaughan）的信，1853年12月18日，引用于Bill（1973，p．136）。


(7)
  这是由Bolgar（1979，pp．327-38）阐明的。


(8)
  他发现德国人不那么有吸引力。参见他致本森的信，1828年复活节星期一，见F．Bunsen（1868，pp．316-19）。


(9)
  参见T．Arnold（1845，pp．44-50）。种族也是阿诺德的明星学生沃恩成为牛津教授时唯一可察觉的历史原则；参见Bill（1973，pp．182-5）。


(10)
  Bill（1973，pp．8-10）.


(11)
  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中关于瑟尔沃尔的匿名文章和J．C．Thirlwall（1936，pp．1-24）。


(12)
  更多关于施莱尔马赫的讨论，参见Shaffer（1975，pp．85-7 and elsewhere）。关于他对雅利安基督教的信念，参见第八章，注29
 —30
 。


(13)
  J．C．Thirlwall（1936，pp．56-7）.


(14)
  Merrivale（1899，p．80）；cited in J．C．Thirlwall（1936，p．57）；Brookfield（1907，p．8）.


(15)
  Annan（1955，pp．243-87）；P．Allen（1978，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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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lwall（1936，p．200）；F．Bunsen（1868，vol．1，p．601）.


(17)
  Thirlwall（1936，p．165）.这对1987年的情况也是不错的描述！


(18)
  转引自Thirlwall（1936，p．164）。


(19)
  Macaulay（1866-71，vol．7，pp．684-5）；引用于Jenkyns（1980，p．14）。参见F．M．Turner（1981，pp．204-6）的有趣讨论。


(20)
  Grote（1826，p．280）.参见F．M．Turner（1981，pp．207-8）。


(21)
  转引自Thirlwall（1936，p．97）；F．M．Turner（1981，pp．203-16）；Momigliano（1966b，pp．57-61）。


(22)
  关于这些论证，参见本书第三章，注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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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Thirlwall（1835，vol．1，p．63）.


(24)
  C．Thirlwall（1835，vol．1，p．64）.


(25)
  C．Thirlwall（1835，vol．1，p．67）.


(26)
  C．Thirlwall（1835，vol．1，p．71）.


(27)
  C．Thirlwall（1835，vol．1，p．74）.


(28)
  关于当时埃及在爱琴海的活动，参见本书第五章，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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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C．Thirlwall（1835，vol．1，p．74）.


(30)
  J．C．Thirlwall（1936，pp．98-101）.


(31)
  Momigliano（1966b，p．61）.


(32)
  前引书。


(33)
  Momigliano（1966b，p．60）；Pappe（1979，pp．297-302）.


(34)
  Momigliano（1966b，p．61）.


(35)
  Momigliano（1966b，p．62）.


(36)
  Momigliano（1966b，p．63）.


(37)
  K．O．Müller（1825，p．59；trans．1844，p．1）.


(38)
  Müller（1825，pp．249-51；trans．1844，pp．189-90）；Grote（1846-56，vol．2，pp．157-9，182-204）.


(39)
  Müller（1825，p．108；trans．1844，pp．189-90）；Grote（1846-56，vol．2，p．477）.


(40)
  F．M．Turner（1981，pp．90-1）；Momigliano（1966b，pp．56-74）.


(41)
  Momigliano（1966b，p．63）.关于格罗特的神话研究以及缪勒对他的影响的讨论，参见F．M．Turner（1981，pp．87-8）。


(42)
  Grote（1846-56，vol．1，p．440）.


(43)
  Momigliano（1966b，pp．63-4）.


(44)
  关于底比斯的迦南和腓尼基发现的参考书目，参见R．Edwards（1979，p．132，n．145）；Porada （1981）。关于第十二王朝的远征，参见Farag（1980，pp．75-81）。关于我对此的观点，参见绪言和第二卷。


(45)
  这是指保罗·富卡尔、维克托·贝拉尔、赛勒斯·戈登、迈克尔·阿斯特、索尔·莱文、鲁思·爱德华兹和其他人受到的对待。


(46)
  Momigliano（1966b，pp．64-7）.


(47)
  Smith（1854，pp．14-15）.


(48)
  参见绪言。第二卷将更为详细地讨论修正的古代模式。


(49)
  Thucydides，I．3.


(50)
  参见第一章，注39
 —41
 。


(51)
  Curtius（1857-67，vol．1，p．26；trans．1886，vol．1，p．39）.


(52)
  转引自Pallotino（1978，p．37），他没有注明来源。关于莫姆森的怀疑立场和其他人对他的反对的吸引人的描述，参见Gossman（1983，esp．pp．21-41）。


(53)
  Sandys（1908，vol．3，p．207）.


(54)
  Stuart-Jones（1968，p．x）.


(55)
  对此更多的讨论见第二卷。


(56)
  Sandys（1908，vol．3，pp．228-9）.


(57)
  Wilamowitz-Moellendorf（1982，p．153）.


(58)
  Curtius（1857-67，vol．1，p．27；trans．1886，vol．1，p．41）.


(59)
  Curtius（1857-67，vol．1，p．30；trans．1886，vol．1，p．45）.


(60)
  参见本书第六章，注48
 —49
 。


(61)
  Curtius（1857-67，vol．1，pp．30-1；trans．1886，vol．1，pp．45-6）.没有明确提到，但非常有可能的是，库尔提乌斯和其他德国学者看到以陆地为基础、道德上优越的德国人和多利安人与他们以海洋为基础、有天赋但不可靠的“兄弟民族”英国人/爱奥尼亚人之间的类比关系。


(62)
  Curtius（1857-67，vol．1，p．31；trans．1886，vol．1，pp．45-6）.


(63)
  前引书。


(64)
  Curtius（1857-67，vol．1，p．20；trans．1886，vol．1，p．32）.


(65)
  Curtius（1857-67，vol．1，p．19；trans．1886，vol．1，p．34）.


(66)
  Curtius（1857-67，vol．1，p．41；trans．1886，vol．1，p．58）.


(67)
  Curtius（1857-67，vol．1，p．41-3；trans．1886，vol．1，pp．58-61）.本森的规划见第五章，注125。荷马唯一提到“野蛮人”——即非希腊人——的地方是指卡里亚人（Iliad
 ，II．867）。


(68)
  Curtius（1857-67，vol．1，pp．58-61；trans．1886，vol．1，pp．81-3）.


(69)
  对他的生动画像见Stewart（1959，pp．16-18）。


(70)
  Ridgeway（1901，vol．1，p．88）.



第八章　腓尼基人的兴起和衰落，1830—1885

现在我们到了建立雅利安模式的中间阶段：埃及人参与希腊形成的作用已经被否认，而腓尼基人的作用仍受到广泛承认。在本章和以下章节中，我认为，导致否认腓尼基人对早期希腊产生过巨大影响传统的背后根本势力是种族的——而非宗教的——反犹主义的兴起。这是因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腓尼基人在文化上非常接近犹太人。

然而，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一中间时期，由于另一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相似性，情况变得复杂化——即英国人，和过去作为骄傲的制造业和商业王子的腓尼基人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等同关系不仅被英国人接受，也被他们的敌人——19世纪早期的法国人和19世纪末期的德国人所接受。因此，在英吉利海峡两岸对腓尼基人的历史探讨存在明显分歧：英国人倾向于崇拜他们，而欧洲大陆人多少持激烈的敌视态度。随着他们在黎巴嫩（旧腓尼基）和北非（新腓尼基）的殖民和军事介入，法国人对腓尼基人的兴趣不断增加。法国人对腓尼基人的敌视在福楼拜极受欢迎的历史小说《萨朗波》中达到了顶点，该书生动描绘了公元前3世纪时迦太基的奢靡和残忍。

《萨朗波》同样以惊人之笔，提出了可怕的摩洛神的祭祀仪式和《圣经》中经常提到的用头生子献祭的问题。福楼拜用描绘这种极端可憎之物的惊人之笔，提醒人们迦太基人和腓尼基人之间的联系，甚至连英国学者和犹太学者也很难再支持他们。

本章的最后三部分首先关注的是，戈比诺认为希腊在很大程度上被闪米特化，因而是一种堕落文化的观点；其次关注的是，谢里曼对青铜时代“迈锡尼”文明的发现，以及关于它的统治者和居民的种族和语言性质的讨论。在此，我特别关注的是，整个文化被严重“闪米特化”的广泛信仰。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话题是，楔形文字解读和种种发现对地中海东部地区历史编纂的影响，首先发现了讲闪米特语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接下来发现了非闪米特的苏美尔人。通过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所有侧面都归功于苏美尔人，到19世纪90年代，控制了大部分古代史写作的反犹分子得以维护他们总的宗旨，即，闪米特人本质上不具有创造性。


 腓尼基人和反犹主义

宗教上的仇犹和种族上的敌犹总有交叠之处。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在19世纪，从传统的基督教仇恨犹太人（Judenhaβ
 ）到现代的“种族”反犹主义之间的过渡中有一个重点上的转变。但是，这种过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的速度都不相同。例如，在德国，两种仇恨之间的差距是微小的，仅存在于法国大革命前开明的和共济会圈子中。在19世纪早期，随着向基督教的回归，和启蒙运动令人恐惧的革命性后果，对犹太人的仇恨复活了，反犹主义的种子快速生长；反动派们认为，启蒙运动与犹太人的理性主义密切相关。

在受过最良好教育的精英中，所发生的变化代表了德国统治阶级整体的冰山一角。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前，威廉·冯·洪堡和他的妻子卡罗琳在犹太人的圈子里活动，但在她生命的后期，作为反犹分子的先驱，卡罗琳反对犹太人的热忱为她赢得了纳粹的承认。洪堡本人仍提倡给犹太人民权，但他在1815年写道：“我喜爱作为整体的犹太人；但就个体而言，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
(1)

 然而，毫无疑问，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形势变得更加尖锐，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像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和莫姆森，以及其他人，如尼采，激烈地反对反犹主义新的加剧。

在法国——那里的犹太人要少得多——犹太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双重联系，以及大革命让犹太人享有民权，都牢牢地将犹太人与法国政治的共和派从此联系在一起。这也意味着，犹太人在法国遭到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徒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更激烈的仇恨。另一方面，虽然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经常持有新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他们有时也把犹太人看成共和国的外部堡垒；因此犹太人在法国社会，经常是在法国政府中拥有重要同盟。

在英格兰，直到17世纪50年代犹太人一直受到驱逐，那里在理论上既有亲犹太人倾向，也有反犹太人倾向。根据中世纪传统，英国人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裔——闪是犹太人的祖先——而非雅弗的后裔，雅弗是欧洲人的祖先。此外，清教徒把英格兰视为新的耶路撒冷，这一观点今天仍存在于布莱克感人的赞美诗中。
(2)

 这些传统——以及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中叶时犹太人在确立英国的金融和殖民霸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这里和法国一样，从仇犹到反犹的转变是缓慢的，并在19世纪中期开启了一扇非同寻常的“机会之窗”。像迪斯累里这样的皈依者能够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获得最高权力，虔诚的犹太人获得了民权和社会认可，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或60年代才恢复。


 闪米特人是什么种族？

尽管我们已经明白“高加索种人”这个名称如何通过普罗米修斯与雅弗语有关，而不是和闪米特语有关，它的发明者J．F.布卢门巴赫仅在1795年他了不起的《论人类种族的土著多样性》的第三版中介绍过这个术语。我们知道，他的第一个优越白人种族的概念既包括阿拉伯人也包括犹太人。直到19世纪末，就高加索种人这个词，很多英国作家仍采用这个意义。
(3)

 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迪斯累里把摩西描绘成“一个在各方面都是彻底的高加索种人典范的人”，他写道，欧洲的犹太人如果不是因为是“纯净血统的高加索种人”就不可能忍受他们所有的磨难；后来，在19世纪70年代，乔治·艾略特把犹太人称为“更纯洁的高加索种人”。
(4)

 甚至在德国，施莱格尔兄弟的一个学生，强烈反对犹太人的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也不否认犹太人的高加索种人地位。
(5)



然而，在同样的几十年中，也出现了新的态度。解剖学家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教授作为盗墓贼伯克和黑尔的雇主而声名狼藉。据说他曾要求新鲜的尸体，抱怨他们给他用以解剖的尸体过于陈旧和瘦瘠。不管怎样，他都很高兴接受他们杀害的受害人。伯克和黑尔被绞死了，但诺克斯虽然被禁止从事解剖，却进而成了宣扬种族主义的先行者。迪斯累里的《坦克雷德》中的智者西多妮娅（Sidonia）曾说：“一切都是种族，没有其他真理。”诺克斯对他的话加以阐释，在1850年坚持认为“种族是一切，是事实，是哲学曾经宣布过的、最显著、最全面的事实。种族就是一切：文学、科学、艺术——总之，文明依赖种族。”
(6)



诺克斯为白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机会感到狂喜：“多么伟大的灭绝战场，展现在撒克逊凯尔特种族和萨尔马希亚［斯拉夫］种族面前啊！”
(7)

 他把“犹太人”描写成“不生育的杂种”，责骂这个民族一直都是没有创造力的寄生虫：

但是，哪里有犹太农民、犹太技工［和］劳动者呢？为什么他不喜欢手工艺劳动？他没有发明能力，没有机械或科学才能吗？……于是，我开始探究这个问题，我发现……凡是有职业的犹太人都不是真正的希伯来人，而是出身于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撒克逊人或凯尔特人：真正的犹太人自从最早有记载的时期以来，就从未改变过；……真正的犹太人没有音乐才能，不热爱科学或文学，没有探索精神，等等……
(8)



诺克斯明确地把对犹太人的宗教仇恨转变成现代的种族反犹主义。尽管——如反犹主义的现代历史学家波利亚科夫（Poliakov）所说——这种种族论调在大不列颠很新颖，但像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这样的开明思想家也在沿着非常相似的路线工作，前者曾赞许地引用过诺克斯的观点。
(9)



咱们再回到法国。1856年，伟大的闪米特学家埃内斯特·勒南抱怨道：“法国很少相信种族，这恰恰是因为种族已几乎从她的心窝里消逝了……所有这种［对种族的关心］只能诞生在像德国人这样的民族中，他们仍坚持自己原始的根。”
(10)

 对法国和德国的比较可能是公正的，但法国人也关心种族。到19世纪50年代，“闪米特种族”的概念早就成了法国新种族主义的一部分。我曾经提到过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把历史作为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之间对话的理论；另一方面，尼布尔的法国门生米什莱把此视为永远的种族斗争。早在1830年，他就在《罗马史》中写道：

人们对布匿战争的记忆是如此普遍和鲜活并非毫无理由。这场战斗并不只是要决定两个城市或两个帝国的命运；而是要决定两个种族，印度—日耳曼人或闪米特人，谁将统治世界……一方面是英雄主义、艺术和法律的天才；另一方面是勤奋、航海和商业的精神……英雄们与他们勤劳却背信弃义的邻居们战斗——无休无止。他们是工人、铁匠、矿工、魔术师。他们热爱金子、空中花园和迷人的宫殿……他们以无比的雄心壮志修建起堡垒，却被勇士们的宝剑攻破，并从大地上化为乌有。
(11)



这段文字可分两层来看，两层意义都很重要。首先，表层的意义是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之间的种族斗争。其次，在另一层意义上，“背信弃义的邻居”指向“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Albion）”，它是法国人对英格兰的称呼。无疑，在写布匿战争时，米什莱想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拿破仑战争。因此，尽管英雄的法国被英国的工业革命击败了，但与布匿战争的类比给人以复仇的希望。这种类比反映了人们在总体上认为英格兰和闪米特人，特别是和腓尼基人，关系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面提到的犹太人在英国的正面形象，而且我们也会反复提到这一点。

我们将在戈比诺和福楼拜的著作中见到米什莱关于腓尼基人的看法。但现在我们还是继续看看法国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埃米尔·路易·比尔努夫（Émile Louis Burnouf）的著作。埃米尔·比尔努夫是一位杰出的希腊主义者，他是位于雅典的法兰西学校的校长，一位梵语学家，和鼓吹印欧语联系的热心分子。他还是欧仁·比尔努夫（Eugène Burnouf）的堂兄弟，欧仁·比尔努夫是法国印度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施瓦布《东方文艺复兴》中的主人公。在19世纪60年代，埃米尔·比尔努夫对闪米特种族的描写如下：

真正的闪米特人长着柔顺的头发，发梢卷曲，鹰钩鼻强烈弯曲，双唇丰满而突出，四肢魁梧，小腿细瘦，平足。而且，闪米特人属于后脑发达的（occipetal）种族：也就是说，那些后脑比前脑更发达的种族。他发育得很快，在十五六岁时他的发育便停止了。在那个年龄，包含智力器官的颅骨的分裂已经愈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已经密闭。从那时起，大脑的发育便被抑制。在雅利安种族中，这种现象，或类似现象，在生命的任何阶段，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12)



根据比尔努夫的观点，闪米特种族是白种人和黄种人的混合体。与他同时代的戈比诺，对犹太人和闪米特人有着更加复杂的看法。戈比诺后来被大家看成欧洲的种族主义之父，是个极端反动的人。德·戈比诺伯爵在他对教会保守的支持和对新种族主义理论的兴奋中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冲突引发了各种难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集中在，人类的起源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波利亚科夫把他描述成“理论上的人类单源论者和实践上的多源论者”，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戈比诺的确把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三个种族看成各自独立的种族。
(13)

 戈比诺个人也在严厉高贵的父亲和“投机家”母亲之间左右为难，因此他关于种族的性别意象非常明显。
(14)

 他认为，“白种人”在本质上是“男的”，而“黑种人”在本质上是“女的”。尽管厌恶黑种人，他仍然认为“黑人因素是……一个种族中发展艺术天才必不可少的因素，因为我们已经见识过蕴藏在它灵魂里蓬勃的活力和自发性，以及它丰富的想象力，那面感官的镜子和对物质生活的全部渴望为它做好了准备……”
(15)



同样的紧张状态也反映在戈比诺的整体历史观中，这种历史观是《圣经》和新的印欧主义的混合物。在他看来，三个种族分别由挪亚的三个儿子——含、闪和雅弗代表，都起源于索格底亚纳（Sogdiana），或中亚的某个类似地区。而且，与三只小猪很相似，他们都出去寻找各自的出路。
(16)

 首先向南而行的是含米特人。在建立了一些文明，并尝试保持自己的血统纯洁后，含米特人绝望地被土生的低劣黑人杂化。
(17)

 其次离开的是闪米特人。尽管他们也试图保持自己血统的纯洁性，他们还是被黑人血统严重玷污了；这部分是由于跟黑人直接接触，但更多的是因为跟“黑白混血儿”含米特人交往的结果。
(18)

 只有雅弗人，或雅利安人留在了北方并保持了自身的纯洁性。

尽管戈比诺的整部作品是对逝去的纯洁性的哀悼，但混合对他的规划非常重要。只有当一个种族与其他民族混合了，人们才能解释它的好坏特征。因此，戈比诺把他所喜欢的犹太人的方面——犹太人在战斗中的英勇和对土地的良好耕耘——归功于他们的闪米特血统，而把他们的经商技巧、对奢侈品的热爱、残忍、使用雇佣军等等归因于含米特人的影响。
(19)



1856年，由于戈比诺的伟大著作在法国受到冷遇，他的恩主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写信安慰他。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埃内斯特·勒南一样，德·托克维尔认为，由于它“对抽象真理的热爱……”，该书会在德国受到更好的欢迎，他向他的被保护人保证，这部书将会“首先绕道德国，再返回法国”。
(20)

 事实上，在1940年德国征服法国后，该书立刻被重印。


 闪米特人在语言和地理上的低劣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早在18世纪中期巴泰勒米解读腓尼基字母以前，17世纪的学者们，如萨米埃尔·博沙尔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是同一语言的两种方言。
(21)

 到18世纪80年代，这两种语言和阿拉伯语、阿拉姆语以及埃塞俄比亚语一起被冠以“闪米特语”的名称。很多19世纪早期的学者，反对《圣经》中把希伯来语描绘成亚当的语言和巴别塔倒塌前全人类的语言，他们强烈否认这种语言是完美的或最早的。希伯来语现在被认为是一种原始语言。例如，洪堡就为此敦促在德国的高级中学里教授这门语言。
(22)

 在第五章，我们了解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如何把闪米特语言定义为“动物”语言的最高形式的，但因为屈折变化被认为是优秀的“精神”语言的试金石，人们没有办法绕开闪米特语言是最卓越的有屈折变化的语言的事实。
(23)

 因而，当洪堡和另外一些人创造出多多少少“进步”的语言等级时，闪米特语不得不被置于和印欧语同样高的地位。这种局面反映了19世纪早期的欧洲对犹太人的相对容忍，是作为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对话的“真实”历史学术观的基础。

生理种族主义者把闪米特人视为“女性的”和“不育的”——表面上充满智慧，想象力丰富，但根本上不具备创造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埃内斯特·勒南不赞成他的朋友戈比诺的观点，而是遵照更老的浪漫主义传统。该传统坚持认为造成某些特定民族无能的根本原因是语言。勒南被大家公认为闪米特语最好的法国专家和19世纪腓尼基研究的奠基人，他非常关心他所认为的闪米特语的不足之处。他对自己观点的表达和那些他极其崇拜的德国学者一样罗唆，他写道：

从闪米特语言自身，人们能发现闪米特种族的统一性和简单性。这些语言不知抽象为何物，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由于语言是塑造一个民族智力活动的必要模式，当一种方言几乎完全没有了句法，缺乏多变的结构，不具备能在思想元素之间建立微妙关系的连接词，只能用事物的外部性质来描述各种事物时，它应该特别适合预言家雄辩的神灵感应和用来描绘转瞬即逝的印象，但它可能拒绝所有的哲学和所有纯粹智性的思考。请想象，一位亚里士多德或康德有着一门类似的工具……
(24)



对勒南而言，闪米特语低劣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理上的。欧洲人生活在降雨量充沛的气候中（他是布列塔尼人），因此被赋予了精细和多样的天性。闪米特人来自沙漠，那里有无情的太阳和十分鲜明的光与影的区别，因此使得他们天性简单，狂热：

在我们看来，闪米特种族似乎在所有方面都因为简单而显得不完善。我斗胆说，它和印欧种族相比，就如同素描与油画，或素歌与现代音乐相比。它缺乏那种多样、那种广大、那种成就完美所必需的生命的极大丰富。
(25)



另一方面，这种简单性和烈度也是闪米特人带给世界的宗教的源泉；勒南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把科学传播给宗教，科学是雅利安人的，而宗教则是闪米特人的。
(26)

 因而就有了他对基督教起源的语文学研究和种族研究。然而，宗教不应被认为给了闪米特人平等的地位：

因此，人们对闪米特种族的看法几乎全是负面的特点。它既没有神话，也没有史诗、科学、哲学、小说、造型艺术和公民生活；除了统一性外，它在各方面都完全缺乏复杂性、微妙性或感情。它的一神论中没有多样性。
(27)



勒南的态度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他受到公众非同寻常的认可显示了他在表达大家普遍持有的观点，还因为他在闪米特、《圣经》和腓尼基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地位。两者加起来意味着，他既体现也集中了这些学科里的流行观点和学者们的态度。
(28)

 的确，勒南与闪米特语的关系，和洪堡、尼布尔以及本森提倡埃及学时的关系非常相似。在这两种情形中，学者们都害怕担上过分同情所研究对象的罪名。任何背叛欧洲的嫌疑当然都无法得到开脱，因为正是这种对某一非欧洲文化的“科学”研究，使得这种文化在性质上低劣，奇异和呆滞。
(29)

 然而，勒南坚持认为，闪米特人与其他非印欧人不一样，后者一无是处、不值一提。他坚持认为，闪米特人具有一些好品质，和英国人一样的好品质；他对二者的敌视是温和的，这与米什莱不同。他认为，两个民族都具有“伟大正直的心灵、令人羡慕的赤子之心和敏锐的道德感……”
(30)




 阿诺德父子

托马斯·阿诺德和马修·阿诺德之间的对比为19世纪英国种族主义所发生的变化提供了有启发性的例证。托马斯·阿诺德博士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神贯注于研究条顿人和盖尔人之间的冲突——包括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人——特别是英国人与法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冲突。他对被大家称为“条顿人中的条顿人，憎恨凯尔特人的阿诺德博士”感到自豪。
(31)

 他的儿子马修在19世纪50、60、70年代既喜欢爱尔兰人也喜欢法国人，他相信自己超越了父亲的狭隘。
(32)

 他充分认识到了语言学的新进步，是印欧人和雅利安人有系统的支持者。他对他们都热爱。的确，他领导着另一派19世纪中期英国的思想，甚至对吉卜赛人或波希米亚人也充满了热情。这些讲印欧语的人现在被看作雅利安人的表亲，他们宛若温克尔曼所描绘的希腊人，快乐，迷人，不负责任，孩子气——然而不知何故又是富有哲学气质的。他们是印欧文化较愉快的一面。
(33)



马修·阿诺德承认，勒南是仅次于其父对他智力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34)

 他接受勒南的信仰——也是当时大多数开明思想家所持有的信仰——认为世界历史的根本区分在于希腊人和希伯来人、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之间。
(35)

 然而，他面临着一个没有影响到欧洲大陆种族主义者的问题：他被迫承认他们关于英国人具有和闪米特人同样品质的指责的有效性。而且，正如我所说过的，英国有亲闪米特人的传统，这种传统在19世纪中期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变得尤为强大。因此，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把自己视为《圣经》中的族长，对自己的勤奋、节俭、谨慎、对形式的尊重以及——最重要的是——自己严格的正直感引以为豪。

阿诺德对这种亲密关系感到苦恼，因为它超越了语言学和种族的界线。他对这种异常现象的解释是，英国人的“希伯来”精神主要是宗教改革和清教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说，希腊人和希伯来人之间的分野是英国内战的结果，是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之间，国教礼拜堂和非国教教堂之间，以及工业化的北方和农业南方之间持续斗争的结果。
(36)

 像勒南一样，马修·阿诺德宣称认识到了“希伯来”传统中的诸多优点；然而，他呼吁英国远离近代清教徒的资产阶级市侩作风，把目光转向希腊人。他遵循温克尔曼的主要传统，认为希腊人自然风雅，无忧无虑，恬静祥和。但作为19世纪的人，阿诺德也增添了清晰的思维和独一无二的哲学能力。通过转向希腊精神，英国能够参与她欧洲同邻的进步。阿诺德在他著名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所做的最终呼吁是种族：“希腊主义是印欧人的产物。希伯来主义是闪米特人的产物，我们英国人是印欧族的一支，似乎理所当然地属于希腊主义运动。”
(37)



虽然维多利亚时期的希腊主义是一场重要的、多面性的复杂运动，但无疑，在马修·阿诺德于1869年出版了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后，所有的希腊形象都与他对德国的新希腊主义的重新阐述有关或是对他的重新阐释做出的反应。阿诺德博士对希腊的热爱与他的新教教义、条顿主义和反犹主义融为一体，他儿子的希腊主义则明确与印欧人或雅利安种族和闪米特种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有关，或与“有教养的人”的价值和资产阶级价值的冲突有关。当然，在这方面，他采用了一条许多人走过的熟路。在理论上，像米什莱、勒南和其他人一样，他接受了，正如本森所说的，“如果希伯来闪米特人是人类的牧师，那么希腊罗马雅利安人是，而且永远都将是，人类的英雄”
(38)

 。然而，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他们承认闪米特人有宗教，等于给了他们过多的承认。如马修·阿诺德在给他母亲的信中所注明的：

本森过去常说，我们的伟大任务是消除基督教中所有纯粹的闪米特元素，并使它印度—日耳曼化，施莱尔马赫也说过，在我们西方民族的基督教中，其实更多的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而不是约书亚和大卫；总体上，爸爸的工作遵循了本森和施莱尔马赫的方向，或许，他是他的时代里唯一这样做的强有力的英国人。
(39)



我们不想贬低阿诺德博士在这方面的先驱精神，但我们要记得，瑟尔沃尔在1825年翻译了施莱尔马赫的《圣路加》，该书包含了许多这样的思想。而且，在法国，维克托·库辛早在1818年以来就一直在宣扬基督教的希腊本质。
(40)



虽然人们不能总是因为儿子的罪过而责备父亲，但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1870年代，本森的儿子恩斯特根据《圣经》传统发明了一种雅利安太阳崇拜形式，其中亚当是雅利安人，而蛇是闪米特人！
(41)

 到19世纪末，有许多不同的试图建立雅利安或日耳曼基督教的尝试。其中最成功的努力当属偏激的学院派闪米特学家和热烈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保罗·拉加德（Paul Lagarde）。拉加德认为耶稣是来自加利利的“雅利安犹太人”，他被朱迪亚的“闪米特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更糟糕的是，基督教被另一个犹太人保罗接管并歪曲。因此，有必要从真正的雅利安宗教中除掉它的闪米特赘疣。拉加德是个热烈的反犹分子，他反复呼吁摧毁犹太教并把犹太人放逐到马达加斯加，这后来成了希特勒的计划之一。拉加德的运动一直令人信服地被描绘成纳粹主义的源泉之一。
(42)



在英国，情况从未如此赤裸裸。即便如此，在接近19世纪末时，也出现了一种剥夺闪米特人对人类唯一贡献的愿望。首次出版于1891年的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的主题之一就是，韦塞克斯（Wessex）心脏地带真正始终充满活力的撒克逊英格兰与颓废的法国征服者后裔之间的冲突。然而，哈代的德意志主义也与希腊主义有关，他把希腊主义视为与闪米特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市侩作风的战斗。主人公安玑·克莱（Angel Clare）想返回祖国，娶一个纯洁的撒克逊姑娘。与此同时，他具有温克尔曼所描写的希腊人的酒神品质：他喜爱跳舞、吃喝和通常在令人乐而忘忧的乡间嬉戏。安玑的父亲和兄弟是典型的闪米特人：道德高尚，正直诚实，完全与大自然和生活脱节。哈代用以下文字描写了他们冲突的关键时刻：

有一次，不幸安玑由于一时的烦恼，曾在他父亲面前说，假使近代文明里宗教这一项是从希腊发源的，不是从巴勒斯坦发源的，那对于我们人类，结果一定要好得多；他的父亲听了这句话，万分痛心，简直想不到这种意见还会含有一丝一毫的真理，更不用说五成或者十成的真理了。
(43)



因此在这里，尽管哈代不像马修·阿诺德和勒南那样热爱盖尔人，但他和他们的立场是相同的。


 腓尼基人和英国人：1．英国人的观点

尽管英国人和闪米特人之间存在联系，但无人把英国人比作阿拉伯人或埃塞俄比亚人。他们心目中的“闪米特人”是犹太人和/或腓尼基人。在本章的这一部分，我们将集中讨论与腓尼基人的认同关系。虽然米什莱对印欧人和闪米特人之间持久战争的讨论集中在罗马和迦太基间的冲突，但19世纪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读者都十分清楚迦太基和英国之间的相似之处。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对腓尼基人怀有正面的感情，把他们视为冷静的布商，从事一点贩卖奴隶的副业，在赚得可观利润的同时播撒文明。因此出身与此类商人背景十分相似的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就成了腓尼基人的热心支持者。
(44)

 考虑到他对荷马贵族价值的酷爱，对欧洲的希腊的热爱，和对亚洲的土耳其的憎恨，这似乎让人感到惊讶。
(45)

 然而，这种热情在19世纪40年代是适合的，那时候，格莱斯顿未来的对手，迪斯累里正在宣扬闪米特种族的优越性。晚至1889年，可敬的历史学家G.罗林森（G．Rawlinson）写了一部赞美腓尼基的历史书，在书中他把腓尼基人描绘成“在所有古代人中与英国和英国人具有最多相似之处的民族”。
(46)



当时大家也普遍——而且有充分理由——相信腓尼基人曾到康沃尔（Cornwall）来做锡交易。马修·阿诺德似乎把此看作英国希伯来主义的早期来源。他在一首著名的诗的开头写道“某个严肃的推罗商人……”，诗中，腓尼基人在“年轻快乐的大海主人”，新的希腊支配种族面前胆怯地溜走了。接着腓尼基人被逐出地中海，被驱赶到大西洋和英国。对注定失败的腓尼基人的同情同样出现在五十年后T．S.艾略特《荒原》中的“水里的死亡”中：

腓尼基人弗莱巴斯（Phlebas），死了已两星期，

忘记了水鸥的鸣叫，深海的浪涛

利润与亏损。

海下一潮流

在悄声剔净他的尸骨。在他浮上又沉下时

他经历了他老年和青年的阶段

进入漩涡。

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啊你转着舵轮朝着风的方向看的，

回顾一下弗莱巴斯，他曾经是和你一样漂亮、高大的。
(47)



《荒原》属于“后贝拉尔”（post-Bérard）时代，我将在下一章对此加以讨论。然而，它把腓尼基人与他们自己在海上和银行业中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更长期态度的体现。它对腓尼基人闪米特性质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也能说明问题，因为如果闪米特人是寄生和消极的典型，那么腓尼基人——他们活跃在航海、制造业和贸易领域，而不是犹太人的“理财”领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闪米特人。

在他耄耋之年，格莱斯顿感到有必要捍卫他所热爱的腓尼基人，使其免受作为闪米特人的极其有害的指控：“我总相信，腓尼基人在实质上是非闪米特人种。”
(48)

 的确，到20世纪初，英国在反犹主义方面正在迅速赶上其他欧洲国家，人们对腓尼基人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复杂。英国可以与哪怕是边缘闪米特人存在特殊联系的信念也越来越受到怀疑。因此，就像歇洛克·福尔摩斯在康沃尔退休期间打算做的事一样，对这种联系的寻找现在被认为是古怪的典型。另一方面，甚至这种对古怪的归属也暗含着对这一观念和对腓尼基人的一定喜爱；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对腓尼基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已经形成了。


 腓尼基人和英国人：2．法国人的观点

我们在上文提到了米什莱对法国人和罗马人，以及英国人和迦太基人之间含蓄，并且最终让人感到安慰的类比。然而，在别的地方，他很明确地讲：

人类的骄傲体现在一个民族身上，那就是英国。当野蛮人（诺曼人和丹麦人）移民到这块强大的岛屿上，依靠这块土地的肥沃和海洋的供奉变得富裕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这些无法无天的既是海洋也是世界君主的人，他们身上集中了丹麦海盗的野蛮强硬和诺曼王侯公子的封建傲慢……人们要把多少推罗和迦太基加起来才赶得上庞大英国的傲慢呢？
(49)



人们可以从他对腓尼基人的议论看出这个类比背后隐藏的攻击的猛烈性：“迦太基人像他们的前身腓尼基人一样，似乎是一个冷酷、悲哀、好色、贪婪、有冒险精神但无英雄主义的民族。”在使用这个绝妙的例子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后，他又继续表达他的观点：“在迦太基，宗教也是残忍的，充满了可怕的仪式。”
(50)



在总体上对英国人和腓尼基人之间咒骂式的类比，尤其是与迦太基人的类比，是整个19世纪法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格莱斯顿说腓尼基人不是闪米特人时，他的意思是他们比犹太人好，人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到这种对比。然而，对大多数法国和德国作家来说，他们糟糕得多。在此，考虑一下戈比诺对腓尼基人的态度可能会有所帮助。戈比诺的重要性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他对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思想，以及马修·阿诺德都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似乎以极端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朋友们，诸如德·托克维尔和勒南所持有但不敢发表的许多观点。

腓尼基人在戈比诺的含米特人、闪米特人和雅弗人或雅利安人的三次入侵的计划中的地位是复杂的。《圣经》明确将他们定位于含的后裔，但是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学者们至少自从17世纪以来就已经知道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存在极端密切的关系。
(51)

 对19世纪的戈比诺来讲，这种语言学上的联系既是重要的也是令人痛苦的。下列有力组合：《圣经》传统，他不愿意让这种神圣的语言与腓尼基人语言有过于密切的联系，以及他对犹太人矛盾的态度——但在许多方面是积极的态度——迫使他把腓尼基人描绘成含米特人，而不是闪米特人。因此，戈比诺唯一能让《圣经》与语言学材料保持协调的办法就是通过赤裸裸的谎言。1815年，德国伟大的闪米特学家威廉·格泽纽斯（Wilhelm Gesenius）把闪米特语分成三个亚语系：（1）阿拉姆语和古叙利亚语；（2）迦南语，包括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古迦太基语来自后者；（3）阿拉伯语，他推断埃塞俄比亚语由此派生而来。
(52)

 然而，在另一处，格泽纽斯曾提到腓尼基语扩散到分布广泛的腓尼基殖民地和市场，戈比诺引用此页，宣称格泽纽斯事实上把闪米特语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包括腓尼基语、古迦太基语和古利比亚语，柏柏尔语方言源自后者；第二类包括希伯来语和它的派生语；第三类是阿拉姆语……第四类是阿拉伯语……
(53)



除了把腓尼基语与希伯来语分隔开来，这个分类中对语言学法则的公然践踏在于戈比诺把腓尼基语与柏柏尔语联系起来。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没有哪个闪米特学家会认为柏柏尔诸语言属于闪米特语。然而，为了根据《圣经》模式把腓尼基人定义为含米特人，这两个违犯对他的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他们最初的“白人”性质使得他们能建立一定程度的文明，但等到闪米特人从东北部到来时，腓尼基人几乎变成了“黑人”，因此要对犹太人的堕落负责：“在亚伯拉罕时代，含米特文明在完美和缺陷方面都登峰造极。”
(54)



戈比诺在研究缺陷方面花的时间远远多于他对完美的研究。几乎在整部书的开头，他就使用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老鼠和疾病的比喻提出了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腓尼基人的衰败是因为侵蚀着他们并被他们到处传播的堕落吗？没有，恰恰相反，他们的堕落是他们赢得权力和光荣的主要工具。”
(55)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戈比诺在写这部书时脑子里想着英国呢？戈比诺精通英语，并频繁地引用英语材料，他把自己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献给在英国出生的汉诺威国王。然而，有趣的是，人们会注意到，在他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波斯、巴西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环球旅行中，他从未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而且，戈比诺对他那个时代统治全世界的国家奇怪地保持缄默——这和他对德国兴致勃勃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戈比诺步他的恩主德·托克维尔的后尘，明确赞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对于北美的美国本土人和黑人的绝对优越感；他同样严厉批评了围绕奴隶制的虚伪。
(56)

 他非常关心并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感到震惊。在这方面，他从不好的角度把纽约比作迦太基，而迦太基至少曾有高贵的迦南家庭定居。而且：“迦太基获得了所有推罗和西顿失去的东西。但迦太基没有为闪米特文明增添一点东西，也没能阻止它最终的灭亡。”
(57)

 在其他地方，戈比诺把推罗和西顿在商业上的角色比作伦敦和汉堡，把它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功能比作利物浦和伯明翰。
(58)

 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迦南人之间的类比，和他对二者的厌恶似乎是明白无误的。然而，显而易见，他憎恶含米特人和血统不纯的闪米特人本身。他把后来的腓尼基人看成“黑白混血”的含米特人和闪米特人混合的结果，当然其中的后者，因为更具有“白人”性质，更加优越。然而，他在整个历史中所发现的不幸的讽刺是，“黑人”和低劣的“女性”种族征服并玷污了“白人”“男性”种族。因此，在腓尼基人创建的城市里，既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奢华和辉煌，又充斥着野蛮的陈规陋习；而且尤其是骇人听闻的宗教仪式，包括卖淫和拿活人献祭，他向他的读者们保证，“白人种族决不会做出”此等行径。
(59)



腓尼基人的政府不像“白人”那样高贵而自由，而是要么被暴君要么被乱民所统治。
(60)

 最糟糕的是，迦太基没有历史，在含米特人完全堕落后才被建立起来，接着受到更多的非洲影响。
(61)

 戈比诺把闪米特人的到来看成一大进步，但他们也受到“黑人”文化的引诱。总体上，他在对犹太人的态度上感到左右为难。有时，他认为他们保留了一些白人的性质；有时，他又坚持希伯来人从尚武的牧人变成了女人气的商人。
(62)

 但最糟糕的是，他们雇佣其他民族作雇佣军。对这种做法，戈比诺写道：

含米特人堕落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他们衰落的最明显原因……就是他们失去了战士的勇气和不再亲身参加军事行动。这种在巴比伦和尼尼微（Nineveh）盛行的丢脸的做法，不亚于推罗和西顿……
(63)




 《萨朗波》

1830年，当米什莱描写公元前241年迦太基的雇佣兵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失败后的反叛时，他表达了同样的信息。根据古典资料——主要是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os）——米什莱生动报道了这次兵变。叛乱队伍是由各种族组成的超级大杂烩，由一名黑人Matho和一名希腊人Spendios领导。在经过异常惨烈的战斗后，这支队伍最终被击败，雇佣军和许多迦太基对手在战争中都被处死，景象极端恐怖。
(64)



米什莱的文本成了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萨朗波》的基础。福楼拜长期以来就对“东方”的异国情调心驰神往。他曾到过埃及，在《包法利夫人》成功后，他曾打算写一部关于埃及名叫《阿努比斯》的小说。
(65)

 然而，在1857年3月前的某个时候，他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用最后成为《萨朗波》的故事情节。意大利学者贝内代托（Benedetto）认为他放弃《阿努比斯》是因为泰奥菲勒·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在同一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古埃及的小说。但他和其他的“福楼拜学家们”都没能确定什么导致福楼拜选择了新的题目。
(66)



尽管在他的通信中不曾出现过，但答案似乎可能是当年二月爆发的“印度叛乱”。英国——现代腓尼基人建立的伟大帝国——通过它的贪婪、残忍和使用让士兵们不得不舔的子弹上的牛油猪膏，成功地联合起它的印度和穆斯林雇佣军——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来镇压叛乱。甚至在战争之初，“叛乱”就在两方面遭到异常凶猛和残酷的打击。因此，小说《萨朗波》一开始就存在英国和迦太基之间的类比。

在1861年5月，当福楼拜感到他的书已可供他朋友们阅读时，他邀请了巴黎著名的文学巨匠龚古尔兄弟前来阅读，并参加下列活动：

1．在四点钟我开始准时大吼，有时大约在三点钟。

2．在七点钟吃东方正餐。将会奉上人肉、中产阶级的脑髓、犀牛油煎母老虎的阴蒂。

3．喝过咖啡后，继续古迦太基人的吼叫，直到听者抱怨以后。
(67)



在福楼拜写这部小说时，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是一位特殊的朋友，而《萨朗波》是一部研究颓废的作品。
(68)

 在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上层阶级看来，福楼拜选择了最颓废的民族（腓尼基人）和最颓废的城市（迦太基）的最颓废的一面（雇佣军）。或者，换一种方式说，他描绘了体面的男性白人社会的所有对立面的累积：一支种族上大杂烩的雇佣军，一方面由黑人领导，另一方面由一个种族叛徒希腊人领导；对立面的迦太基人，本身也被视为一个由黑人、含米特人和闪米特人组成的丑陋的混合体；奢靡的亚热带背景里装着祭司、太监、引人堕落的性感女郎；所有这些都被锁定在一场残酷而可怕的冲突中。

正如我所说，这个事件建构在真实的史料之上。福楼拜访游迦太基故址，加强了他对米什莱和波利比奥斯作品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采用了最近的法国东方学家，主要是勒南的研究成果。据此，他充分意识到所有说迦南语者之间存在的密切的文化关系，并使用《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和他们近邻的信息，弥补了关于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材料匮乏的缺憾。
(69)



1920年写作的贝内代托指出福楼拜的再建构非常经得起后来的学术检验。
(70)

 尽管贝内代托与罗马极端反犹的古典学院有关联，并在一个种族主义情绪热烈、反犹主义盛行的时期写下这番话，但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位意大利人所宣称的观点大部分似乎也是正确的。
(71)

 然而，我认为福楼拜确确实实误导读者的地方在于他的两处暗示。其一是公元前3世纪的迦太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典型的东方文化；因此90年后它遭到罗马人的种族灭绝不仅是罪有应得，而且在19世纪，对非欧洲文明实行殖民破坏也几乎可以不受道德上的谴责。（而且，这里，我们有另一个理由解释为什么福楼拜放弃他关于古埃及的写作计划，因为古埃及在罪恶和残酷性上远远不足以满足他的目的。）

其二，福楼拜暗示，欧洲人——可能不包括英国人——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事实上，在几乎每一种奢侈和暴行上罗马人比迦太基人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马其顿人也未相去甚远。举个具体的例子，公元前3世纪时的迦太基雇佣军战争，在社会革命性上，可以与罗马战争相比较。罗马战争发生在不到二百年后，是为了镇压由斯巴达克思（Spartacus）领导的奴隶起义军，该奴隶起义军也被同样恐怖的手段镇压和消灭。
(72)

 福楼拜自己所处的社会，法兰西第二帝国，也对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尤其对阿尔及利亚人实施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而且，在某些方面，《萨朗波》中描写的迦太基的剥削、奢靡和腐败与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小说中生动描写的福楼拜所在的巴黎也非常相似。
(73)



《萨朗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当福楼拜试图在《包法利夫人》中真实地描绘法国资产阶级生活时，他的书遭到出版商的删改，他也因为“践踏公共道德”而受到审判。《萨朗波》在各方面都更加粗糙，但这一次，它使福楼拜成了巴黎上流社会中的名人，并使他成为皇室的朋友。
(74)

 福楼拜赢得了文学上的惊人成功；他把“现实主义”运用到“东方”，使得读者们获得性快感和施虐的快感，同时又保留了他们作为白人基督徒天生的绝对优越感。这也激发了法国去拯救其他大陆的民族，使他们免受残酷和邪恶之苦的教化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迫切性。
(75)




 摩洛神

福楼拜强调迦太基文化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面，它在罗马人和19世纪的欧洲人中都不存在。这就是用儿童献祭的特殊仪式。被献祭的儿童要么被割断喉咙，要么被烧死，要么先被割喉后再烧死。按照当时的解释传统，他把这称为向可怕的摩洛神献祭。自那以后，这个例子中的√mlk这个词根被确认为不是指某个神，而是献祭本身的名称。
(76)

 在迦太基，受害者本应是统治者家族中的男儿，但福楼拜按照古典资料讲述，一些富人从穷人或奴隶的孩子那里取得替身。
(77)

 这里，虽然他补充了一些自己编造的骇人听闻的细节，但他还是采用了希腊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而且，后来在迦太基和它的许多殖民地旧址，也出土了数以百计的装满了烧焦的儿童骨骼，并写有献给巴力神字样的瓮，这似乎确认了福楼拜的再建构。
(78)



无疑，在犹太和基督教传统中，这种拿儿童献祭的做法都被认为是极端令人厌恶的行为。《萨朗波》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巨大成功——这部分是它对摩洛神描写的结果——以非凡的力量重新开启了《圣经》中宣扬的恐怖之门。对很多人来讲，这种感情延伸成了对实施这种献祭的社会的彻底谴责，为所有迦太基和腓尼基人（连同他们的犹太和英国关联）的憎恨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攻击手段。

而且，无疑这种感情也延伸到了学术界。几乎所有20世纪研究迦太基和腓尼基的史学家都不得不考虑福楼拜。
(79)

 在犹太人这方面，《萨朗波》和它对摩洛神的强调，似乎复活并加强了对迦南人及其恶劣行径的《圣经》和宗教仇恨，甚至还引导不信教的和被同化的犹太人与迦南人和腓尼基人保持距离。

1870年，迦太基和英国的主要敌人变了。法国作为一个帝国参加了普法战争，并兴起成为共和国，而普鲁士国王则通过战争成为德国的皇帝。许多德国人现在相信，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的衣钵已经落到他们身上。甚至在18世纪，据说赫尔德曾说，迦太基因为自己的恶劣行径而变得千疮百孔，以致它应该被比作豺，罗马母狼应该灭掉它；到19世纪后期，该城市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毁已成了陈腔滥调。
(80)

 人们把大力强调的重点放在了罗马人摧毁该城市的结局上。“迦太基，被罗马人摧毁的迦太基，再也没有被重建起来”这句话——顺便说一下，它完全不真实——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表达。
(81)



这个原则——最终解决方案的原则——在宣传中被延伸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实际上被延伸到大屠杀中的犹太人。
(82)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正在提前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激烈的“种族”反犹主义时期，这里我们应该考虑一下19世纪中期人们对腓尼基人在希腊殖民的态度。


 腓尼基人在希腊：1820—1880

K．O.缪勒否认腓尼基人在希腊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他很可能是反犹太人的。
(83)

 然而，如我们所知，他对卡德摩斯的攻击在当时并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事实上，随着对埃及人崇拜的减弱，人们对腓尼基人的兴趣和尊敬与日俱增。这种变化体现在F．C.莫费斯出版于19世纪40年代的《腓尼基人》中，他的这几部鸿篇巨制建立在对古典和《圣经》作品中所有提到该民族的材料的汇编的基础之上。像19世纪的尤利乌斯·贝洛赫和20世纪的里斯·卡彭特（Rhys Carpenter）一样——我们将在下面两章考虑他们的生涯——莫费斯倾向于把腓尼基人的活力归功于来自北方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来自亚述人的影响。
(84)

 像许多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他对这种野蛮文化非常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和它那纯粹的闪米特语言所能让人联想的相比，这种文化经常被描绘得不那么“闪米特”。在19世纪，亚述人的作战勇气被归功于“白人”影响。
(85)

 另一方面，如果闪米特人向北和向东失去了荣誉，他们向南则获得了荣誉。就腓尼基人在希腊的存在而言，莫费斯不仅接受了古典作家们给予腓尼基人的所有美誉，而且他还加上了对“埃及人”达那俄斯的赞扬。这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希克索斯王朝时期下埃及文化混杂的真正复杂局面来维护。然而，如他的崇拜者迈克尔·阿斯特所说，莫费斯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凭直觉而不是凭他所能掌控的证据”。
(86)

 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编纂的角度来判断他的结论——通过这种方式它适合埃及人衰落以后，但在腓尼基人衰落以前的时代。


 戈比诺刻画的希腊形象

在这一时期，我们应该为戈比诺对希腊起源的态度做个定位。如我们所知，戈比诺的研究工作一直限于雅利安模式内部，但在19世纪50年代，这个模式仍十分“宽泛”，并认可闪米特人的影响。他对希腊人的分析采取了下列方式：

1．古希腊人——被黄色原则所修正的雅利安人，但白人实质占主导地位，还有一些闪米特契合。

2．土著居民——充满了黄色成分的斯拉夫人/凯尔特人。

3．色雷斯人——雅利安人与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的混种。

4．腓尼基人——黑色含米特人。

5．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血统非常不纯的闪米特人。

6．非利士人——可能在血统上更纯洁的闪米特人。

7．利比亚人——几乎算得上黑色含米特人。

8．克里特人和其他海岛居民——与非利士人相似的闪米特人。
(87)



这个分类足以使最勇敢的种族主义者绝望地举手投降！然而，戈比诺坚持下来，虽然他发现不可能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保持一致。

这样说他，并非对他的完全贬低。如果一个人要把“种族”转化成文化，所涉及的一些流动混合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戈比诺说：“在原始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呈现出这样的种族大动荡，这样突然的迁移和多样化的移民。”
(88)

 他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他的方案比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具有大得多的解释价值。他相信，希腊的土著居民在公元前三千纪的某个时候，受到了北方雅利安“巨人”的侵略；然而，差不多在同时，他们也受到南方迦南人的侵略，他把迦南人视为闪米特阿拉伯人、希伯来人和黑色腓尼基人。
(89)

 他采用莫费斯的视角，认为腓尼基人从具有白人成分的亚述获得了自己的文明。
(90)



考虑到希腊血统已被黑色的腓尼基人所玷污，对戈比诺来讲，是否曾存在埃及殖民地的问题已不是很重要。然而，他接受了否认希腊曾存在埃及殖民地的最新学术成果。
(91)

 当他采纳施莱格尔的理论时，即埃及文明的伟大来自印度的殖民，他也相信，埃及人在种族上被混血——这包括相当多的黑人，甚至准黑人成分——赋予了这个国家静止和被动的性质。
(92)

 这是因为戈比诺把希腊历史看作底比斯以北的雅利安希腊精神与南方的闪米特精神之间的较量，二者都被来自希腊外部的种族上的远亲所加强。
(93)

 按照这种方式，他对关于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的传说，或者多利安人的优秀都没有问题。
(94)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尽管他热衷于雅利安古希腊人的性格和制度，戈比诺确信，古希腊在整体上已经被完全“黑化”和“闪米特化”了。有些人坚持认为，现代希腊人的血统已经被严重污染，不能再被看成古代人的后裔。
(95)

 他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的确，他相信腓尼基人对希腊有影响的部分原因是，他在总体上认为欧洲南部已经被不可救药地“闪米特化”，只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保持了他们的“白人”纯洁。
(96)

 然而，在这点上，他明显属于少数派。虽然大多数北欧人慢慢接受了他的雅利安人优越论，但他们并不准备放弃希腊和罗马。

总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相信腓尼基的殖民。我们在上一章了解到，格罗特是如何避开这一话题；本森和库尔提乌斯是如何摆脱那些传说；威廉·史密斯和乔治·罗林森是如何对它们闪烁其词。
(97)

 然而，其他人，虽然他们不愿像戈比诺走得那样远，也仍然看不到怀疑古代模式在关于腓尼基人问题上的理由。如格莱斯顿在1869年所写：

……关于腓尼基人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更清楚和全面地证明了我先前斗胆所做的猜想和暗示，如果我是正确的，也证明了他们在希腊民族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观察到这些有力的闪米特影响不仅存在于荷马所处的希腊，也在荷马时代以前发生过作用。如果这一发现的确存在，这就会开启研究世界古代历史的新视角。
(98)




 谢里曼和“迈锡尼人”的发现

当然，格莱斯顿主要是位政治家而非学者；因此他的观点不完全切合最新的情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番话正好发表于海因里希·谢里曼于19世纪70年代在迈锡尼和梯林斯做出的令人吃惊的发现之前。谢里曼本人坚持说，他“凝视了阿伽门农的脸”，那些遗迹就是荷马时代英雄们的遗体，他们当然就是希腊人。然而，一开始，他的发现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们帮助了那些坚持腓尼基在希腊曾有重大影响的人。

迈锡尼的发现肯定与以前人们对希腊艺术的概念大相径庭，大家普遍认为它们是丑陋的。因此，人们对它们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它们是拜占庭式的，有人认为是哥特式的，或者——最普遍地——它们被认为是东方式的；在最后一种情况中，人们认为它们要么是进口货，要么是东方的手工艺人及其希腊学徒在希腊的作品。
(99)



那么，显而易见的结论是，这些就是希腊传统中腓尼基殖民者的踪迹。如著名的德国古代史学家马克斯·东克尔（Max Dunker）在1880年所写的：

对希腊土壤上最古老纪念碑的检验已为这个国家的海岸上腓尼基人大量的商业活动提供了证明；不仅在纪念碑内发现的物品，而且纪念碑本身，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种影响，因而也证明了腓尼基人在希腊的存在。还有关于腓尼基人在希腊土地上殖民，和腓尼基对希腊人产生影响的进一步的踪迹、标志和遗迹。希腊传统本身告诉我们，一位腓尼基国王的儿子在希腊人的土地上建立了城邦和统治。这是它讲述的唯一殖民：但我们能够证明，古希腊沿海曾存在一系列的腓尼基殖民地。（黑体由笔者标注）
(100)



其他的德国学者，如希腊史学家阿道夫·霍尔姆（Adolf Holm）持不同意见。霍尔姆公然视希腊人为“人类异常高贵的典范”，并遵从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对传统时代的最新科学修正”。他在19世纪80年代写出了他对这种学术困境的个人看法：

最近，就腓尼基人对希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流行理论出现了一个明确反应，这种反应十分合情合理，但论证并不总是到位。人们对腓尼基人是否曾经存在于希腊有争论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反对希腊人因为任何重要的东西感激腓尼基。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证明，已经被归功于腓尼基人的广泛影响……只是出于一时冲动。但当有在别的情况里被认为有效的历史标准支持时
 ，为什么还不愿意承认腓尼基人在希腊殖民地的存在呢？腓尼基人曾到过希腊，但他们的影响微不足道。
 （黑体由笔者标注）
(101)



霍尔姆的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古代史学家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和学者们，如19世纪30年代的康诺普·瑟尔沃尔和20世纪60年代的弗兰克·斯塔宾斯做出妥协的原因。
(102)

 然而，1885年到1945年间，在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高潮时期，也是古典考古学的职业化时期，这种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

主导这一时期的基调业已确立。如一位作家在1885年的《美国考古期刊》第一期中所说：

腓尼基人，就我们所知，没有给世界带来一丝富有成果的思想……他们的艺术……简直不配被称为艺术；他们在绝大部分意义上只是商人。他们的建筑、雕刻、绘画都是最缺乏想象力的类型。他们的宗教，至少如我们所知，完全只是一种对感官的吸引。
(103)




 巴比伦

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令人不那么反感的“闪米特人”。从19世纪初，人们就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遗迹有莫大的兴趣，同时我们也在上文提到过像莫费斯和戈比诺等人对亚述人抱有同情。亚述人是以一种非常“非闪米特”的方式进行征服和屠杀的。而且，19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渐破译了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文本，这些文本记录了古波斯语、作为阿卡德语方言的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以及古代非闪米特语苏美尔语。破译工作使得学者们非常激动，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随着人们在阅读中发现阿卡德语文本与《圣经》惊人地相似，这种激动之情愈发强烈。
(104)

 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世俗化的加深，这些文本被作为《旧约》的背景材料受到欢迎。它们也能被用来支持一种信仰，即西闪米特文化——犹太人和腓尼基人的文化——正如人们对闪米特人所期待的那样，在本质上是一种衍生物，起源于古老得多的巴比伦文明。这个趋势到19世纪90年代变得更加强烈，那时候所有人都满意地确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不是闪米特人而是苏美尔人创造的，“当闪米特人出现在巴比伦时，文明业已充分发展。”
(105)



出于各种原因想避免给腓尼基人荣誉的学者们，开始把希腊和其他欧洲文化中不可缩减的闪米特元素归因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
(106)

 然而，甚至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正常的传播路线应该是经由海上，通过腓尼基——或者至少叙利亚北部。的确，从19世纪晚期，有一种趋势把影响希腊的东方因素归功于安纳托利亚，那里的“小亚细亚”人是不说闪米特语的。古代传统确实提到了希腊与小亚细亚的交往，正是从那里，珀罗普斯据信征服了希腊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然而，根据古代模式，这次征服一贯被放在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的征服之后，而且除了战车竞赛之外，珀罗普斯在其他文化创新方面没有获得任何荣誉。在1912年人们发现赫梯人的古安纳托利亚帝国的语言与印欧语有联系后，德国的东方学家们怀着很大的热情接受了这一发现。他们和古典学家们企图给予安纳托利亚人尽可能多的荣誉，以赞扬他们对希腊发挥的“东方”影响。例如，英国古典学家和历史学家P.沃尔卡特（P．Walcot）的重要著作《赫西俄德与近东》出版于1966年，该书的第一章专门用来讨论赫梯人，第二章专门讨论巴比伦人；然而，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两个民族在古代作为希腊神话和宗教的来源都没有被提到过。
(107)

 确实，在下一章所关注的1885年至1945年期间，学者们就东方对希腊的影响仅有的一点关注集中在巴比伦通过陆路将影响传播到希腊，这个传播路线绕开了叙利亚，采取了德国人青睐的陆路而不是海上运输和交流。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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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腓尼基问题的最终解决，1885—1945

本章探讨雅利安模式的巩固以及对希腊形成过程中埃及和腓尼基影响的否定。否定腓尼基的影响明显与这一时期强烈的反犹主义有关，特别是与它的两次高潮或发作有关——分别发生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反犹高潮紧随在大规模的东欧犹太人迁移进入西欧之后，并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具体化；第二次发生在犹太人在国际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中担当关键角色之后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期间。

在学术上，在19世纪90年代，一位被同化的法国犹太人萨洛蒙·雷纳克，和一位在意大利的德国流亡者尤利乌斯·贝洛赫向腓尼基殖民传说发起了首轮攻击。此后是一段暂时的平静，在此期间，伟大的法国学者维克托·贝拉尔非常成功地在外行的公众中宣传了他的闪米特对希腊有基本渗透的观点——但在他的古典学同事中没有成功。

然而，在同一时期，阿瑟·埃文斯在克里特做出的引起轰动的发现，和他对“弥诺斯人”与原先被认为是克里特岛土著居民的说闪米特语的人的区分，都促进了人们对“古希腊之前”的爱琴海居民的巨大兴趣。凡是不能用印欧语解释的希腊文化的所有方面都被归因于这个神秘的“弥诺斯”民族，这使得希腊在文化上可以自给自足，并消除了用近东影响来解释其进步的任何需要。

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拒绝闪米特在爱琴海有任何影响的努力包括，他们极其成功地削弱了一个无法被抵赖的腓尼基借用物，即字母表的重要性。的确，到1939年，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在该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以致要是有人建议关于腓尼基人在希腊的传说包含真实的内核，就会马上失去学术地位。


 希腊文艺复兴

只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谢里曼关于“迈锡尼人”的民族的观点才开始被接受，他们的遗迹才开始被归类为欧洲的；新的分类最活跃的支持者是希腊考古学家C.聪塔斯（C．Tsountas）。

自从取得独立后，希腊的知识分子们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以使他们的国家重返“古希腊”时代。古典地名被恢复，土耳其、威尼斯甚至拜占庭的建筑都被夷为平地，以彰显古代的遗迹。同时，19世纪的希腊人无法宣称，希腊人总是像公元前5世纪时理想化的雅典人形象。因此，古希腊精神，虽然一直被它的历史以及希腊的气候和地形塑造，但被看成在保持它的民族本质的同时，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而，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就不会惊诧于聪塔斯对新发现的激动了。这些新发现可被解释成，表明了希腊精神不局限于古典形式，也可能有其他同样真实的类型。

聪塔斯确信，迈锡尼遗迹是古典文明的希腊先辈留下的踪迹，强烈反对它们与东方有任何关系。“这种本土艺术，在性质上与众不同又有内部一致性，一定是一个天才的强大种族的产物。这个种族就是我们认为不言自明的古希腊民族。”
(1)

 然而，在其他地方，他的确试图证明他的论点。1891年，《美国考古期刊》发表了他一篇文章的摘要：

聪塔斯博士的结论对迈锡尼文明的亚洲起源是不利的。他的主要观点如下：（1）对神灵的表现可以通过希腊观念来解释；（2）在迈锡尼和梯林斯，没有可吃的鱼类的遗迹，但有牡蛎，荷马作品里的希腊人是不吃鱼的，而在印欧语系语言中有一个指称牡蛎的词；（3）迈锡尼人一方面与意大利南部古希腊移民城邦的居民和其他雅利安人有联系，另一方面，和历史上与其文明有延续的希腊人有联系；（4）迈锡尼人的房屋式样为多雨的气候而设计，是从北方引进的。
(2)



我们在绪论部分已经简单谈过第一点的错误，在其他两卷中还将详细地谈论这一点。第二点因为过于不足信，我们不做评价。第三点属于循环论证，不管怎样，都因克里特的“弥诺斯”文明的发现而完全过时。我们很难讲第四点的立足理由，因为整个叙利亚都采用斜屋顶，而平坦的屋顶在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地区似乎是最普遍的。总之，尽管几乎所有人都会接受聪塔斯从这些论据中得出的貌似真实的结论，今天很少有古代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会认真对待这些论据。

支持闪米特对希腊有影响的观点并未马上消失。民间仍盛行着更常识的认识。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美国教科书写道：

这些传说中的事实核心大概是——欧洲的希腊人从东方接受了他们文化的基础成分，这通过两种方式实现：首先，直接通过闪米特种族，特别是腓尼基人史前时期在希腊的殖民；其次，间接通过东方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定居在小亚细亚海岸、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可能还有下埃及，他们与闪米特或半闪米特民族有接触……并把这些文化萌芽传播给他们在欧洲希腊的亲属。
(3)



到1898年，独立学者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充分意识到所涉及的问题。他抨击那些“雅利安派学者”，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几乎完全忽视或否认了大量存在的闪米特影响，而雅利安—闪米特学派认为，在整个古希腊都可以发现这种影响”
(4)

 。有趣的是，事实上，布朗的观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都被人们所接受，而现在则显得有些古怪，他的整部作品在今天读来给人一种严阵以待之感。


 萨洛蒙·雷纳克

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智识氛围就被种族反犹主义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胜利和它在别处的急剧增强而改变。这个变化显然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东欧犹太人到西欧和美国的大规模移民。他们在解释城市工人的苦难，以及建立城市工人、农民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反对这些“外来人”的认同中起了替罪羊的作用。反犹主义也从19世纪50年代晚期以后的世俗化、信仰缺失以及其他类型的种族主义的成功中获得了力量。

种族主义的汹涌与帝国主义和宗主国在反对野蛮的非欧洲的“土著人”过程中建立的民族团结有关。似非而是的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欧洲和北美完全统治世界的时期。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居民已大都被灭绝，非洲和亚洲的土著居民也被完全征服和羞辱；“白人”没有在政治上考虑他们的理由。在这方面，反犹主义可以被看成，只有在没有外部敌人时才能被欧洲人享有的一件奢侈品。

因此，这就是1892年时的形势，那时候法国的博学者萨洛蒙·雷纳克对聪塔斯的著作评价道：“这些概念正在流行中。”
(5)

 第二年，他本人就沿着同样的路线发表了一篇关键的文章。雷纳克支持“这些概念”的事实表明，它们不再仅仅是浪漫主义者的独占领域。萨洛蒙·雷纳克和他杰出的兄弟们几乎不亚于浪漫主义者。他们出身于巴黎一个富有的、被同化的犹太家庭，勒南和其他时髦的知识分子是他父亲家里的常客。雷纳克兄弟们对犹太教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自身没有受过宗教教育，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过时的迷信。另一方面，萨洛蒙关心犹太文化的保存，多年来是《犹太研究期刊》（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的赞助人。他与其兄弟约瑟夫（Joseph）一起为德雷福斯案积极奔走，与法国新反犹主义背后的天主教保皇势力处于完全的对立面。
(6)



萨洛蒙·雷纳克是位极其渊博精深的学者。然而，他主要的兴趣在于考古学和人类学这些新兴学科。尽管他对印度和近东知道很多，他最关心的是来自北欧、中欧和西欧的考古信息的激增。因为他总是强硬坚持，语言不可能与物质类型有关。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著作是两个意义上的独立宣言：欧洲从东方幻影（mirage oriental）中独立，“科学”的考古学和人类学从语文学及其浪漫主义联系中独立。在雷纳克身上，人们能同时看到20世纪考古学和古典学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常识和怀疑主义，而缺点是对证据的要求——当它涉及反对者时——近期年代定位，以及对古典作家的轻视。

他的长篇文章《东方幻影》是对印度和闪米特近东双管齐下的攻击。用雷纳克本人所偏爱的军事类比来讲，印欧—闪米特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埃及和土耳其人的贬低。在19世纪20年代，只有被雷纳克描写成“总是领先于时代”的K．O.缪勒才有勇气抛弃欧洲的联盟。
(7)

 到1885年，欧洲完全征服了世界，以至这种勇气也变得平淡无奇，可以把印度人和闪米特人弃之一旁了。

当人们在讲述19世纪历史科学的发展史时，人们会正确地强调正是在1880到1890年期间——起先是怯懦地，但后来带着愈来愈被事实证明正确的自信——开始行动起来反对“东方幻影”；在最初文明的晦暗中重新捍卫欧洲的权力以反对亚洲的主张。
(8)



雷纳克从三方面攻击了印度主义的浪漫主义者。首先，他证明了那些企图建立印度神话和希腊神话联系的努力都失败了。其次，在语言上，他引用了年轻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索绪尔发展了所谓新语法学派的一个思想，新语法学派认为自己从总体上反叛了老一辈的学者们。雷纳克坚持认为，索绪尔已罢黜了梵语最古老和最纯洁的印欧语的地位；索绪尔现在确认“原始印欧语”是一种欧洲语言，并明确把它与立陶宛语等同起来。与此相关的是，原始印欧语族的发源地大体也转移到乌克兰的大草原，甚至转移到了波罗的海。
(9)

 无论如何，作为他的第三点，雷纳克坚持，讲印欧语者，如果他们曾经是一个“种族”，也已在身体上被欧洲的土著民族同化，西欧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前文化在本质上都是土生土长的。
(10)



雷纳克对雅利安种族主义的敌意和他对欧洲同化能力的信任的外部原因是明显的。他对闪米特影响的抨击却更复杂。这似乎与他想确认自己作为一名被同化的欧洲人的文化身份有关，结果却导致了闪米特文化包袱的缺乏。这也可能部分出于让欧洲的犹太人与我们在上文所知的与摩洛神有关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相疏远的新的世俗愿望。除了肯定自己的正直诚实外，他对犹太教研究的支持应该被看作发挥了贯穿19世纪全部自然科学的“通过屠杀来维护科学”的双重功能。

雷纳克“坚决”否认，直到后来的“金属时代”为止，闪米特人或“库希特人”（埃及人）对欧洲有过任何影响。然而，他确实承认自腓尼基人开始经商之初，他估计大约是在公元前13世纪，“西方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东方人文明的附庸”
(11)

 。然而，他坚持认为，西方文明的基础仍保持了坚定的本土性。进而，他相信，欧洲伟大的史前文明影响了东方文明，如果学者们敢于大胆尝试的话，这一“从被动到主动的过渡”就会成功。
(12)

 雷纳克赞成聪塔斯，迈锡尼文明是欧洲的，就像，他坚持认为，在地中海和黑海周围发现的类似的文化也统属欧洲文明一样；他把时间和地方上的差异看成“文化程度不同的同一种族”的不同部落叠加的结果。
(13)




 尤利乌斯·贝洛赫

尽管持激进主义的态度，但由于承认公元前1300年后的闪米特影响，雷纳克完全没有返回到K．O.缪勒的老路上。第二年，即1894年，尤利乌斯·贝洛赫在一篇简短但影响巨大的文章《爱琴海上的腓尼基人》里实现了这一点。
(14)

 贝洛赫是又一个居住在罗马的德国人。他在罗马的大学里教书五十年，从1879年到1929年，像洪堡、尼布尔和本森一样，他喜欢在意大利旅行并为那里的纪念碑编目；像他们一样，他保持了对“意大利文化的无动于衷”。
(15)



虽然他作为教师很成功，还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但贝洛赫似乎把自己看成一个被判流放的失败者。他似乎被伟大的德国罗马史学家莫姆森排除在德国的学术生活之外。贝洛赫不能在德国找到满意职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被怀疑是犹太人，无论正确与否。尽管——或者更可能因为——有这种怀疑，他不仅是一个激情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刻毒的反犹主义者。
(16)

 而且，他还把他的反犹主义延伸到了历史写作中：“一个说英语的黑人并不因此是英国人，一个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也算不上是个希腊人，就像说德语的犹太人今天也不被看成是德国人一样。”
(17)



尤利乌斯·贝洛赫在希腊史和意大利史上的写作甚丰，他因为将现代统计方法引进古代史领域而受到人们最深切的缅怀和尊重。
(18)

 这种运用严密的方法处理软数据——如果不是流数据的话，对证据有严格的要求，是一种对待古代资料来源的极端挑剔的方法，也是对近期年代定位的热爱。与之相伴的还有我在绪论中描写过的“考古实证主义”，一种对考古学是关于古代的唯一“科学”信息来源的绝对信念。这又与一个双关语有关，即处理对象（object）就会使人客观（objective），而且贝洛赫及其继任者对考古阐释恰恰和文献阐释、语言学阐释、神话阐释一样容易受到主观影响的事实几乎都表现得麻木不仁。

莫米利亚诺教授在他的关于贝洛赫的文章中，提到“他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他的种族主义和数字崇拜之间暗含的冲突”
(19)

 。我虽然不否认暗含的矛盾，但我认为它们通常是“非对抗性的”。如果人们把“数字崇拜”扩大到实证主义者对证据的要求，这些“暗含的冲突”就成了19和20世纪古典学的主要成分。它们构成了“批判性历史生成写作”，右翼古代史学家维尔肯为此对尼布尔做了恰当的赞扬。
(20)

 尽管贝洛赫被像莫姆森和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这样更自由主义的同事抨击——就像现在他被莫米利亚诺抨击一样——但他的观点只是该学科在整体上所持有观点的极端形式而已。姑且不论他对待闪米特人的态度，很少有古典学家会不同意他的观念，即“科学与纯粹的可能性无关”，他们像他一样，经常把这一观念与“很可能”这个词结合在一起使用。
(21)



像大多数20世纪的古典学家一样，贝洛赫不懂任何闪米特语。然而，他引用德国最新的学术成就，认为无论那些相似性显得多么诱人，仍然可以否认腓尼基语曾借词给希腊的语言和地名。例如，他甚至否认以前被广泛认可的约旦河与在克里特和埃利斯（Elis）发现的河名为伊尔达诺斯（Iardanos）的河流之间的关系；或者以色列的塔沃尔山（Mt Tabor）和罗得岛的摩塔伯尔山（Atabyrion）之间的关系。
(22)

 他发现爱德华·迈尔——此人是个坚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在这方面很有用。迈尔与阿道夫·霍尔姆有相似的一面，也就是虽然在清除闪米特对希腊的影响上很激进，但并不否认腓尼基在爱琴海的殖民。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以作为客观的榜样被引用。
(23)

 贝洛赫效仿K．O.缪勒，把希腊和近东提到的共同的膜拜起源归因为古典时代晚期或希腊化时期的接触。
(24)



贝洛赫接受了另一名学者的意见，认为腓尼基人不可能教给希腊人造船的技术，因为据信在希腊的航海术语中没有闪米特语借词。因此，他们不可能在早期到过爱琴海。
(25)

 这个论点有两方面的误导性。首先，假定腓尼基人在爱琴海的出现是在公元前两千纪，这并不意味着原始希腊人在此之前没有船只；其次，那些找不到印欧语词根的希腊航海术语，碰巧可以被许多闪米特词源非常合理地解释。尽管大家都承认baris（小船）这个词的埃及起源，贝洛赫及其同辈却没有考虑这个语义场中其他埃及词根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埃及词根可以解释同样多的术语，这也非常符合事实，即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的锡拉岛壁画中最早详细呈现的来自爱琴海的船只，很明显是埃及的类型。
(26)



贝洛赫还坚持，腓尼基人的船只太小，航行技术太笨拙，不足以挑战辽阔的海洋。因此，虽然它们可能能够沿着海岸爬到北非，但不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到达爱琴海。除了大量的古代传说可作反证外，当今势不可挡的考古证据也表明他们的确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到达过爱琴海。
(27)

 这里，像大多数极端的雅利安学者一样，贝洛赫自然倾向于把所有不可避免的东方影响归因于，或至少是通过，安纳托利亚和陆路路线。

总体上，区分宽泛的和极端的雅利安学者的一个途径就是他们对修昔底德的态度。宽泛的雅利安学者虽然对希罗多德的“埃及狂”和“希腊解说”感到不安，但他们仍深深地尊敬修昔底德。修昔底德没有提到过任何埃及—腓尼基在希腊大陆的殖民地；然而，他的确提到过腓尼基在希腊诸岛和西西里周边所有地区的殖民地。贝洛赫却完全否认它们的存在，对那些能证明它们存在的“无确实根据”但广泛流传的古代证词要求考古“证据”。
(28)

 然而，他主要的忧虑是荷马对腓尼基（人）和西顿（人）相对频繁的提及。像缪勒一样，贝洛赫力图通过指出phoinix（腓尼克斯）在希腊语中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来削弱前者；对于无法被削减的提及腓尼基人的地方，他就假设它们属于史诗中最晚的一层，效仿沃尔夫和缪勒，他认为荷马史诗是添加的而非单一的创造行为。贝洛赫坚决否认，史诗的核心部分有提到过腓尼基人的任何地方，并通过引用《伊利亚特》中特洛伊的野蛮同盟名单中没有腓尼基人，来证明这种信念的正确性。他认为《伊利亚特》详尽无遗地描绘了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
(29)

 因此，他能够坚持，腓尼基人不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末以前到过爱琴海，因此，也就不可能在希腊文明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

现代比利时学者居伊·比南（Guy Bunnens）对极端雅利安主义的创建人评论道：

阅读他们的著作，人们不禁认为，这些作者并不总是只是受制于科学的客观性。雷纳克和奥特朗（Autran，一个有类似观点的法国学者）坚持，为他们自己的时代统治世界的民族，也就是说，为欧洲人，在最遥远的过去保留一个位置。他们坚持认为，当今如此重要的民族在过去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此，有必要“维护欧洲的权力在亚洲的主张之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是这些新理论产生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耀武扬威的时代……还有另一个非科学的因素。19世纪末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反犹主义的洪流汹涌澎湃……这种对犹太人的敌意延伸到历史上对其他闪米特人，即腓尼基人的仇视。
(30)




 维克托·贝拉尔

有趣的是，本森所描绘的模式对当时有眼光的人是显而易见的。在1894年，也就是贝洛赫发表他那篇文章的那一年，维克托·贝拉尔出版了他的内容更为充实的《论阿卡狄亚崇拜的起源》；这本书对希腊与腓尼基人的关系做了截然相反的阐释。

贝拉尔出生在瑞士边境附近的汝拉省（Jura）的山区，他通过奖学金读完了巴黎的中学和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1887年他到了雅典的法国学校，并花三年时间参与了阿卡狄亚的发掘工作，阿卡狄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中心典型的乡村风味的古老多山省份；他广泛地游览了这个偏远的省份，以及整个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各国。贝拉尔是一个精力非凡旺盛、意志力极强的人——他不仅继续他的学术生涯，还就当代的巴尔干半岛各国、近东和俄国出版了许多著作，并多年以来为一本政治期刊《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做编辑。他后来当选为汝拉省的议员。尽管在政治上很激进，但他非常热爱法国的海军，并对海洋产生了强烈的爱好。
(31)



他把他的第一本关于阿卡狄亚崇拜的书的主题，归因于他居住在这个省时得到的两个启示。第一个是帕萨尼亚斯非凡的精确性，无论在什么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测绘或是考古对他的作品进行检验。似乎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贝拉尔对这一发现感到惊讶，因为当时，谢里曼在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发现已经如此惹人注目地证实了这本2世纪时的旅游指南。帕萨尼亚斯已指出在迈锡尼和梯林斯有重要的遗址存在。然而，以雷纳克和贝洛赫为代表的自以为是的学术精神并不那么容易被挫败。帕萨尼亚斯，像古代其他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一样，继续被用适合对待小孩的亲切的恩赐态度来对待。无论如何，贝拉尔确信，帕萨尼亚斯访问过他说他曾到过并且精确描述的遗址，这也鼓励这位法国人相信其他的古代作家。
(32)



贝拉尔也注意到，阿卡狄亚崇拜是非古希腊的。这是没有争议的，因为阿卡狄亚总是与佩拉斯吉人联系在一起。令他惊讶，也让他的同事感到愤慨的是，他的结论是它们是闪米特的。因为，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大家都公认，腓尼基人作为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是无法进入内陆的，贝洛赫只不过将一种普遍的信念系统化，即腓尼基在希腊的影响很晚才出现。这两个假定都被一个以古老风俗闻名的内陆省份实实在在存在的闪米特影响的主张违犯了。

贝拉尔充分意识到了这些不一致性。由于对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他开始质疑它们所冒犯的正统观念，并开始寻找当代的类比现象。这导致他做出了一个我将全文引用的声明，因为它很好地总结了《黑色雅典娜》的主题。当为腓尼基人在贫穷、遥远的内陆“佩拉斯吉人的”阿卡狄亚的出现做证明时，他写道：

……佩拉斯吉人居地遥远，民风野蛮，今天，许多欧洲人前往佩拉斯吉人那里，为了同样微薄的利益，去发现非洲的阿卡狄亚。对航海和冒险的爱好并非任何时代或种族的专利，闪米特人在当今世界分布甚广……的确，当代旅行者拥有西顿人似乎不具备的两个动机，至少不在同一程度上：科学的好奇心和宗教热情。而且，将佩拉斯吉人与现代刚果人做比较或许会令人惊讶。然而，人们应当警惕两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或者两种几乎全无道理却几乎是无意识的情感：……我们的欧洲沙文主义
 和人们所谓的——无甚不恭之意——我们的希腊狂热主义
 。

从斯特拉博［公元1世纪时的地理学家］到［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19世纪早期的地理学家，在哥廷根接受训练］，所有的地理学家都教育我们把我们的欧洲当成最受宠爱的土地，风光的秀丽、形态的优雅、文明的力量都独一无二，领先于其他大洲……这种看世界的方式或许能够影响我们大量的最习惯性的思维，尽管我们不想这样，或者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把欧洲放在一边，把亚洲和非洲放在另一边——二者之间是一道深渊。当我们谈起亚洲对某个欧洲国家的影响时，我们不能想象……那些野蛮人曾胆敢到我们这里来。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承认，他们有时曾蜂拥而至。有些人甚至坚持认为，我们最初祖先的摇篮绝不是在我们的欧洲，而是在亚洲的中心。作为孝子贤孙，我们对自己的雅利安祖先是宽容的。就他们而言，即使他们来自亚洲，他们也不是亚洲人，他们是永恒的说印欧语的人。相比之下，闪米特亚洲对我们雅利安欧洲的入侵与我们所有的成见都相抵触。似乎腓尼基的海岸确实比伊朗高原离我们更远。似乎阿拉伯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入侵仅仅是唯一的偶然，是一次不幸的机遇……人们认为这种机遇绝不会再重新上演。腓尼基人占领了迦太基，并拥有了半个突尼斯的事实只与非洲有关。迦太基人又征服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四分之三的领土，正如我们所说，只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是］非洲。但是，当我们在马赛、普勒尼斯特（Praeneste）、基西拉岛（Kythera）、萨拉米斯、萨索斯和萨莫色雷斯，在波伊奥提亚和拉科尼亚的罗得岛，以及克里特发现了腓尼基人的遗迹时，我们不愿意，像在非洲一样，承认实际上的占领；我们仅仅讨论暂时的登陆或简单的商栈……如果我们说出要塞或腓尼基领地这些词，我们会匆忙补充说，它们只是沿海的设施……当我们不是在高卢、伊特鲁里亚、卢卡尼亚（Lucania）或色雷斯，而是在希腊，遇见陌生人时，这种欧洲沙文主义便变成了真正的狂热主义。在19世纪初，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崛起……1820年慷慨的亲希腊主义已不再时髦。但是，我们可以说，这种情感还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只能把希腊想象成一个英雄和神的国家。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门廊下……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一切均来自腓尼基和埃及，这是徒劳的。我们知道应该怎样看待亲爱的老
 希罗多德。每天，在希腊的所有城邦中，20年的考古都给我们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东方影响的证据，但因为这个，我们仍不被允许像对待卡里亚、利西亚或塞浦路斯那样，把希腊当成东方的一个省份。如果说在地理上，我们把欧洲与亚洲割裂开来，那么我们在历史上，把希腊历史与我们所说的古代史割裂开来。然而，我们从他们的物质和有形的纪念碑中看到，希腊人……曾是腓尼基和埃及的学生，我们看到，他们从闪米特东方借用，一直到字母表；然而我们在渎圣的假设面前有些震惊地退缩了，这个假设是，希腊人的制度、风俗、宗教、仪式、思想、文学和全部原始文明也可能继承自东方。（他加的重点）
(33)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尽管他很大胆，贝拉尔并没有——不像与他同时代的富卡尔——严肃地提出埃及影响的建议；他也没有挑战神圣中的神圣，即希腊语。

我很感动，能发现写于帝国主义的高潮和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开始时期的这段话，它清楚地表达了我本人工作背后的信念。然而，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对我用外部原因——也就是说，用受到外部社会和政治发展以及整体智识氛围严重影响的因素，来解释这些学术发展的方法构成了挑战。为了克服这种挑战，我认为了解学术的三个层面将会是有用的：个体学者的思想；他们的教学和发表能力；学术的总体发展。我相信，在第一个层面，知识社会学只能大概预测态度和行为。在第二个层面，它会做得更好，但只有在第三个层面也是最普遍的层面，它才开始盛行。

这个例子属于第一和第二层面。我相信，德国和英国都不可能产生贝拉尔。谢里曼给出了浪漫主义范围一个极好的例子，甚至最有创造性的激进的德国人也在此范围内对这些事件进行思考。在英国，格莱斯顿、弗雷泽和哈里森展示了相对更为广阔的可能界限。只有职业的异端分子、研究闪米特宗教的杰出人类学家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才能开始超越界限。只有在法国——1870年后，它对德国雅利安主义有怀疑——和共和主义者中——他们憎恨天主教保皇党人的反犹主义——这样的想法才能被思考。人们或许会说，在浪漫主义的意义上，贝拉尔的地方出身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法国和瑞士的汝拉省有着强烈的世俗和社会激进的个人主义的传统，这使得它成了“三大”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即蒲鲁东（Proudhon）、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模范。
(34)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贝拉尔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外部的新闻和政治世界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我们应该在谢里曼和格莱斯顿身上注意到相似的特征。

这最后一个因素在第二层面上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他或她有了一个更宽广的公共地位，这个学术异端分子才能有希望发表他的“不合理”的思想。对现在正统观念通过大学出版社所拥有的“可敬”出版物的接近垄断权（这使得学者们能忽略在其他地方发表的论点），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墨守成规的学术界是没有的。然而，即使那时，不墨守成规的学者和门外汉仍很难获得被倾听的机会。

超越正统学术界的界限有另一个不利条件。对没有学科的学者来讲，“单枪匹马”地闯荡，很难知道在哪里停下来。根据一不做二不休的原则，会有不管对象的先入之见，“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巨大诱惑。这样的学者不但可以轻松地超越心胸最开阔的正统者可能接受的界限，也可以超越对他或她的思想的缜密发展有用的界限。

例如，贝拉尔发展了一种理论，认为就像希腊地中海背后有腓尼基地中海一样，希腊的《奥德赛》背后也有腓尼基的《奥德赛》。
(35)

 这个异想天开的假设给“合理的学者”提供了推翻他和他全部思想的理想武器。然而，在他就该题目所做的大量详尽的调查过程中，他为希腊地名发现了大量可信的闪米特词源，他还建立了一个有用的地名“同源异形词”原则。这指的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地名被用来指同一个或附近地方的情形。在这些情况中，他认为，这些名字只是指代同一事物的希腊和闪米特单词。

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的基西拉岛为例。1849年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公元前18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铭文；希罗多德记述，腓尼基人曾在那里建立阿芙洛狄忒·乌拉尼亚（Ourania）的神庙；阿芙洛狄忒经常被描绘成戴着王冠。
(36)

 贝拉尔注意到，这个岛屿的主要港口的名字是斯坎迪亚（Skandeia）。古希腊最优秀的词典编纂者赫西基奥斯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某种头饰”。贝拉尔于是指出，基西拉这个岛的名称及其主要城市的名称，不具有印欧语词源，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它源于希伯来语keter或kōteret（意为“王冠或冕状头饰”）中发现的闪米特词根√ktr。
(37)



尽管这个以及其他许多地名和崇拜的相似性具有非常可信的性质，正统派们还是可以因为奥德修斯明显不可能是腓尼基人而摒弃贝拉尔和他的全部著作。到贝拉尔逝世的1931年，他的名字已经成了学术圈内古怪的代名词，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一场地下运动继续“隐蔽地”持有这些观念。而且，他的书被全体公众广泛地阅读和欣赏，他们似乎认为奥德修斯在某种意义上是闪米特人，更早五十年的戈比诺表达过这种感觉。贝拉尔在英国特别受欢迎，这是因为英国仍然部分认同并喜爱腓尼基人，他的影响为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打下了永久的烙印，这本小说写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

然而，贝拉尔无法阻止极端的雅利安主义在学术界的不可抵挡之势。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层面，知识社会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精确地运用。我相信，1880年到1939年间，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严重笼罩在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之下，古典学在教育和社会系统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中心地位，以至——不管发现了什么历史和考古证据——不可能使古希腊的形象按照贝拉尔期待的方式改变。直到1945年到1960年间，在殖民主义衰落以及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正式非法化之后，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古代史模式才能取得初步的成就。


 阿克那顿和埃及文艺复兴

贝拉尔和富卡尔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对方。尽管人们只能猜测，他们似乎认为，一个异端就足够了——同时既支持埃及人又支持腓尼基人则太过分了。然而，明显的是，随着反犹主义的兴起和对腓尼基人敌意的增加，人们对埃及人的容忍越来越多了。职业的埃及学家现在保留了埃及人绝对低劣的正统观念，但在外行人中，他们现在看起来十分具有异国风情，对欧洲文明不构成任何威胁。

异教徒国王阿克那顿这一人物受到特别的崇拜。作为阿蒙诺菲斯四世（AmenophisⅣ），这位公元前14世纪第十八王朝的法老，打破了他的家族和王朝对阿蒙神和其他神的崇拜，试图在日面ỉtn，即阿顿的基础上建立一神教。从阿顿那里，他取得了新的名字阿克那顿。他把在底比斯的传统都城迁至新都，新都建立的地址现在被称为阿玛纳（El Amarna）。然而，在他死后不久，改革被终止，对阿蒙的崇拜被重新树立，都城也迁回了底比斯。被摧毁和遗弃的阿玛纳遗留下来成了考古学的理想遗址。19世纪80年代，该遗址被弗林德斯·皮特里发掘，围绕未遂的改革事件的轮廓得以被确立，从而引发了欧洲人对阿克那顿的巨大热情。

埃及学家特别留心给予他和他的新宗教授予雅利安的，或至少是北方的证书。皮特里宣称，该宗教起源于讲胡里安语的北方米坦尼（Mitanni）王国。他断言，阿克那顿的外祖父、母亲和妻子都来自那里。
(38)

 这些信念——或对它们的修正——在接下来的50年里一直非常流行，如在下面的一段话中，说这番话的埃及学家能够将改革变成一个种族事件：“我们必须总是牢记，这位国王的血管里有很多外国血统。另一方面，那些跟他讲话的人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都是些迷信的埃及人……”
(39)



今天，人们普遍而且有理由赞成，如果第十八王朝的皇室成员是外国人的话，他们是努比亚人。然而，他们也同样可能是上埃及人。从他们的肖像看，他们似乎是黑人。
(40)

 关于新宗教的问题，有人认为，对＞
 itn的崇拜源自闪米特人对＞
 dn，＞
 adōn（主）的崇拜。然而，这里大家也一致认为，这些宗教改革可以被更合理地解释为埃及本土的发展，设计米坦尼起源的方案明显是为了解释，在基督徒不得不承认的正面方向，“静态的”非洲埃及人做出剧烈改革的种族“不可能性”。
(41)



另一方面，对阿克那顿和他改革的热情——甚至就那些接受他是埃及人的人们而言——似乎表明还牵涉到其他力量。其中之一是旧的信仰的复苏，即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或摩西作为一个人，从埃及那里学到他们的宗教。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很谨慎，但公元前14世纪在邻国出现的一神教使人们从那里推导出以色列的形式，这是完全自然的。一些作家甚至相信，对阿顿的崇拜比犹太教高等：“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宗教像阿克那顿的信仰那样如此接近基督教。”
(42)

 因此，基督教，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历史上，最终都可以不起源于闪米特人而是源自一个实际的或名誉的雅利安人，这就是人们应该看待写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弗洛伊德的《摩西和一神教》的背景。然而，弗洛伊德所期望的恰恰与阿克那顿的基督教崇拜者相反。为了缓和当时激烈的反犹主义，他似乎希望为犹太教和犹太人开脱，使他们不承担基督教一神教压抑作用的责任，而把责任归咎于阿克那顿和埃及人。
(43)




 阿瑟·埃文斯和“弥诺斯人”

在20世纪开始后不久，学术讨论不得不包含一个新的因素：克里特的“弥诺斯”文明。它的证据来自阿瑟·埃文斯于19世纪90年代在克诺索斯做出的轰动性的发现，以及在该岛的其他地方快速进行的其他发掘工作。随着人们意识到，迈锡尼文化在很多方面只是克里特文化的低劣形式，对古代克里特文化进行语言学上的确认变得至关重要。在古典时期，埃及人对Kftỉw这个名称的使用，似乎已从指“克里特人”转到指“腓尼基人”，希腊人似乎把“弥诺斯人”和腓尼基人都称为Phoinikes。
(44)

 这表明了闪米特的联系。不管怎样，大家似乎都已接受，至少在希腊化时期，早期克里特的主要语言是腓尼基语。例如，卢修斯·塞蒂米乌斯（Lucius Septimius）在公元4世纪时写道，当公元66年发生的一场地震暴露出古克里特文稿时，皇帝尼禄召集了一些闪米特学者来解释它们。
(45)

 还有，就像我们在第七章所知的，恩斯特·库尔提乌斯愿意承认，在克里特曾有过大量的闪米特殖民，但否认当地的佩拉斯吉人曾被完全征服过。
(46)

 阿瑟·埃文斯本人相信，在古克里特人和腓尼基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根据克里特传说中的国王弥诺斯和常见的名字Minoa，他现在把古克里特人称为“弥诺斯人”。尽管我们应该记住，他赞成格莱斯顿，认为腓尼基人不是纯粹的闪米特人，而是接受过爱琴海的影响。
(47)



埃文斯生于1851年，虽然在牛津和哥廷根受过教育，但属于心胸更开阔的老一辈。因此，他接受了闪米特甚至利比亚，对克里特影响的可能性，由是对爱琴海整个地区影响的可能性。然而，他新造的“弥诺斯人”的名称鼓励人们把克里特当成一个完全与中东文明分离的单一文化。因此，学术界容易达成共识，认为弥诺斯语既非希腊语也非闪米特语；尽管在克里特的每个地层都发现了大量的埃及物品，也没有人认为它是埃及语。“弥诺斯语”普遍被认为与各种安纳托利亚语有联系；因此，根据人们对后者的定义，它或者是，或者不是印欧语。

同样也有结论表明，弥诺斯人在“种族上”不是闪米特人。正如一位学者1911年描绘一幅著名的弥诺斯壁画时写道：

侍酒者也许表明了他们的体格、黑色的卷发、挺直的鼻梁、长长的颅骨；我个人拒绝相信，这么优雅的人是人们所建议的闪米特人或腓尼基人。我们知道，这些人，特别在形式感方面，非常有天分，他们能够非常迅速地发展。
(48)



到这个时候，弥诺斯人被看成文明程度最高的佩拉斯吉人，两位西亚历史学家清楚地说明了流行的路线：

大概，对于我们总体的世界历史知识，尤其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知识而言，谢里曼发现迈锡尼，以及由此做出的进一步发现，以阿瑟·埃文斯先生在克诺索斯所做的发现为顶峰，没有哪个发现比这些发现的意义具有更加深远的重要性。自然，这些发现对我们有莫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揭示了今天的欧洲文明的开端和最初的繁盛。我们的文化祖先既不是埃及人，也不是亚述人，也不是希伯来人，［注意，这里没有提到腓尼基人，表明他们根本不具有可能性！］而是古希腊人；他们，雅利安希腊人，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发现的、在他们之前的前古希腊民族那里衍生出了自己的绝大部分文明。
(49)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前古希腊人！

我曾提到过旧的妥协观点，即腓尼基人或许到过希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对希腊文明的发展没有影响。尽管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势力不断增强，仍有来自宽泛的雅利安模式的坚决不合作者坚持这条路线，这些人中包括埃文斯；谢里曼的老同事，杰出的建筑师和测绘员威廉·德普费尔特（Wilhelm Dörpfeldt），以及伟大的博学者爱德华·迈尔。他们和修昔底德一道坚持认为，在这些岛屿上曾有过真正的腓尼基人，甚至可能在底比斯也有。
(50)

 这样的判断是在1885年后成熟起来的年轻一辈所不能容忍的。正如20世纪初杰出的英国希腊史学家和杰出的自由主义者J．B.伯里1900年在他的至今仍被奉为权威的《希腊史》中所说：“腓尼基人，无疑，在沿海和岛上各处都拥有市场；但没有理由认为，迦南人曾在希腊的土壤上安家落户，或者把闪米特血统带给希腊人。”
(51)

 请注意“土壤”和“血统”这两个关键的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字眼的使用！这样的态度一直存在并持续到“二战”之后。


 反犹主义的高潮，1920—1939

在20世纪20年代，气氛变得更加严酷。在犹太人成了俄国革命中人们眼中和实际上的中心以后，反犹主义在整个欧洲和北美更加强盛。总是有犹太银行家、金融家为经济危机和民族挫败感而受到指责；现在，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原先犹太人密谋推翻和颠覆基督教道德和秩序的模糊形象似乎已变得清晰可见。
(52)



这样的情感并不局限于德国，或像纳粹一样的下流的极端分子。在整个北欧、北美，反犹主义成了“良好社会”的准则，而“良好社会”包括大学。当代社会历史学家奥伦（Oren）教授最近为20世纪20年代强迫执行严格定额，以削减耶鲁和职业联合学校的犹太学生数目提供了详细背景，没有理由认为，他所描写的不适用于美国的其他学院和大学，并且——以一种更紊乱的方式——也适用于英国。
(53)



的确，在20世纪30年代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反法西斯古典学家，他们对希腊自由的热爱伴随着他们对纳粹和法西斯专制的反对。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亲希腊主义总是具有雅利安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含义，古典学也总是带有保守主义的偏见。因此，无疑这个学科整体上也分有流行的反犹主义倾向，如果它没有超出反犹主义的话。通过下面这封1980年在康奈尔大学哈里·卡普兰（Harry Caplan）教授桌上发现的信，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古典学界的氛围。卡普兰教授多年以来是常春藤联合会唯一的一名古典学犹太终身教授。

亲爱的卡普兰：我想支持布里斯托尔教授的建议，敦促您到中学去教书。大学教职的机会从来都不太多，目前很少，将来可能会更少。我无法鼓励任何人期待获得大学的教职。而且，现在确实存在对犹太人的偏见。我个人不具有这种偏见，而且，我肯定我们这里的同事也都不具有这种偏见。但我们已经看到，如此众多的具备良好资格的犹太人都未能获得任命，我们现在也要被迫接受这个现实。我想起艾尔弗雷德·古德曼（Alfred Gudeman）和E．A.洛（E．A．Loew）——两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才华横溢的学者，然而，他们也没能获得大学的教职。我感到，对受到无可否认的种族偏见阻挡的任何人，鼓励他们致力于高等学术研究是错误的。在这方面，我的古典学同事都和我意见一致，他们授权我在这封信上和我的名字一道也签上他们的名字。（签名）查尔斯·E.贝内特（Charles E．Bennet），C．L.德拉姆（C．L．Durham），乔治·S.布里斯托尔（George S．Bristol），E．P.安德鲁斯［（E．P．Andrews）1919年3月27日］伊萨卡（Ithaca）。
(54)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几乎不会感到惊讶，学术界既强调希腊与近东完全的隔绝，也强调对腓尼基曾在地中海发挥过积极文化影响所表示的怀疑。


 20世纪的雅利安主义

尽管已经开始了对种族主义新的攻击，但不仅在以纳粹为代表的、极端的、声名狼藉的右派中，而且在正规的学术界内，雅利安种族主义都有所增强。甚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也参与其中，他奉献了一本名为《雅利安人》的书，书中前言把语言和物质种族联系在一起：“印欧语及其假定的源语言始终都是思想的特别精巧灵活的工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其说雅利安人不会享受高等的物质文化生活，不如说他们具有杰出的智力天赋。”柴尔德还提到，那些共享同一种语言的人具有“一定的精神一致性”。他用下面的例子来解释雅利安精神的优越性：“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最好比较一下，（雅利安人）大流士（Darius）……在贝希斯敦（Behistun）的岩石上雕刻的高贵的叙述和（闪米特人）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或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所刻的言过其实、明目张胆、自吹自擂的铭文。”
(55)



《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中也充满了同样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该书出版于1924年，由伯里和他的同事们编辑。该书旨在成为一部由一群专家就各自领域集体写作的、“新的”、“客观的”历史书典范，它也很快成功地获得了经典地位。同样的“剑桥史”模式现在也被运用到世界的很多地区和文化。整个《古代史》的绪言部分都被种族支配着。在它的第一章中，牛津的古代史教授，约翰·迈尔斯（John Myres），阐明了他在尼布尔的古代史民族传统中的立场：

古代民族按一定顺序……登上历史舞台……每个民族的打扮都与他们将要扮演的角色相称……历史预先假定了那种角色的形成，……在更遥远的过去的演员休息室里：接下来的概述……旨在……描绘人们怎样获得这些体格和气质特点……
(56)



迈尔斯接受了普遍的人类种族三分法的观点，他把“蒙古人”描写成“寄生的”、“幼稚的”和“从后面看起来像四足动物”！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指代他们的怯懦后，迈尔斯进而指出他们身上还具有与怯懦相反的品质，声明说他们的群体心理是一个“特殊”的类型，这种类型不“珍惜人类的生命……他通常冷漠得几乎没有人情味，蒙古人在受到惊吓或虐待的刺激时，可以表现出几乎像马一样的野性”
(57)

 。尽管“黑人”被描写成长着“食肉动物般的下巴”和拥有“很大的体力”，但黑人表现得令人惊讶地轻松。
(58)



S．A.库克（S．A．Cook）教授，在“闪米特人”一章中，也反映了当时的态度。因为闪米特人从根本上有别于雅利安人，所以他们本身存在某种很大的问题。库克批评他们是乐观和悲观、禁欲和纵欲的两个极端。他们拥有极大的精力、热情、闯劲和勇气，但缺乏韧劲，几乎没有公民的或民族的忠诚，也几乎不关心行动的道德价值：“行动的源泉是个人情感，而非常识、计划或道德。”
(59)



库克的“不道德的”闪米特人和六十年前勒南的“道德的”闪米特人之间有天壤之别。这似乎反映了阿拉伯人在“闪米特人”结合体上的附加影响，和对犹太人领导的、以他们的希伯来先知马克思为领路人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恐惧。另一方面，当库克认为闪米特人缺乏推理式思维时，他更接近勒南：“在希伯来的先知和穆罕默德的《古兰经》中，我们有的是热情、雄辩和想象，而不是逻辑的准确性、持续的思想和全面的理解……这种思想既非按部就班地前进，也非不偏不倚、客观公正。”
(60)



这类想法一直持续到“二战”后，成了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和古代史哲学家亨利·法兰克福（Henri Frankfort）区分古埃及人、闪米特人和“现代野蛮人”的“创造神话的”思想以及与之相对的希腊人和后来的欧洲人的“理性”思想的基础。
(61)

 当然，这类绝对区分贬低了现代社会中“创造神话的”思想的巨大程度；但不止如此，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对空间和时间的测量的“客观精确性”，以及他们让测量统治他们生活的程度也证明了这种分类的无效性。

现在回头再看看库克在《剑桥古代史》中对闪米特人的观点，他认为闪米特人是“中间人，复制外国的模型……，重新改造他们吸收的东西……在他们输出的东西上盖上自己的印记”
(62)

 。这里，似非而是的是，我们有些东西听起来与《伊庇诺米篇》的传统非常相似，根据这个传统，希腊人“改进”了一切从其他文化引进的东西。
(63)

 然而，对库克来讲，希腊人——和前古希腊人——都不再以这种方式被看待。他们是本族文化的创始人。

从这些介绍性的章节，人们可以看清这些发起编写《剑桥古代史》的学者的基本观点。他们明确表示，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前古希腊人，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和其他“现代”学者做出了坚决的努力，试图发现尽可能多的有关前古希腊人的史料和他们与古希腊人本身的关系。正是在这十年中，伟大的瑞典学者马丁·尼尔松（Martin Nilsson）开始证明，古典希腊神话与迈锡尼和弥诺斯文明中的图像材料之间的联系。随着这种联系的确立，他不再能接受埃文斯和老一辈学者对弥诺斯和迈锡尼与中东之间存在接触的随便的态度。青铜时代纵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基本接触现在被认为不可能存在。克里特、埃及和叙利亚的建筑和物质文化上明显的相似性对这个否定提出了难题，但这和利害攸关的问题，即希腊文明自身的整体性和纯洁性相比是无足轻重的。
(64)



我们看到自从19世纪晚期以来，有一种普遍的信仰，即前古希腊人的语言或语族在某种程度上是“小亚细亚语”或安纳托利亚语。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人们开始阅读赫梯语，而且吕底亚语、利西亚语和卡里亚语的铭文也可以获得，这种假想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人们无法找到它们与希腊语中非希腊成分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似乎是唯一可能的线索，在1927年，它被用来确定前古希腊人的地理位置。在一篇用新的受人称道的“科学”的合作方式，由考古学家卡尔·布利根和古典学家J.黑利分两部分合写的文章中，两位作者接受了德国语言学家保罗·克雷奇默的假想，即两个前古希腊地名成分-i(s)sos和-nthos，可以被看成与在安纳托利亚发现的成分-ssa和-nda相关。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所有这些地名都来自古代印欧语出现以前的那一层。他们进一步宣称，这些地名和其他非古希腊的希腊地名的分布与青铜时代早期的殖民地相一致。这个主张被认为非常契合印欧人在青铜时代中期之初就已经入侵的假想。
(65)

 （从那时起，大家逐步达成一致，入侵不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而是发生在考古学上认为的青铜时代早期第二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第三期之间的物质文化断裂期。）

两位作者所做的地名和考古一致性的举证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自己承认，这些地名也同样非常适合青铜时代晚期的迈锡尼文化地区。
(66)

 他们的语言学论证更加不可靠。首先，地名后缀通常有意义：-ville（城镇），-ham（村庄），-bourne（小溪），-ey（岛屿），等等。然而，-s(s)os和-nthos可以指称各种地理特征，意味着起源的多样性。其次，正如当代安纳托利亚语语言学家拉罗什（Laroche）教授所宣称的，-ssa等后缀可以被解释为赫梯语或卢维语，而不是前古希腊语。
(67)

 现在，如果人们在这些安纳托利亚语言和前古希腊语之间找到密切的相似性，这个论点就可以被推翻——虽然这很困难，但也许是可能的。然而，保罗·克雷奇默后来又提出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在布利根和黑利发表他们的文章之前就已经存在。这就是，事实上这些后缀有时附加在印欧语词干之后。
(68)

 因此，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很古老，但也不能被视为讲印欧语的希腊人到来之前爱琴海地区居民的语言和文化的标志。
(69)

 布利根和黑利有根本缺陷的论文能成为经典之作，至今仍然供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学生参考，这足以说明古希腊地名学研究的薄弱。

布利根和黑利的工作揭示了学者们无力对付“前古希腊人”，尽管如此众多的东西依赖后者。如果埃及或腓尼基绝对不可能在希腊的形成上发挥过根本性的影响，前古希腊人会继续担当必不可少的角色，因此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腓尼基人的攻击变得更加激烈。弥诺斯人的非闪米特性质现在已经非常稳固，以至弥诺斯人和腓尼基人的古代等同可以被翻转过来，方法是19世纪时本森和库尔提乌斯所建议的路线；现在，人们声称，当希腊神话提到腓尼基人时，他们实际上指的是弥诺斯人。
(70)




 驯服字母表：对腓尼基人的最后一击

极端雅利安模式高潮时期的领袖人物是美国考古学家里斯·卡彭特，他是尤利乌斯·贝洛赫的一位强烈崇拜者，和东方幻影的终生反对者。到1930年，腓尼基人在希腊殖民的传说大都被推翻，希腊名称和单词几乎全被排除了具有闪米特词源的可能性。只剩下了腓尼基字母表。诗人和小说家罗伯特·格雷夫斯宣称它有雅利安来源，但是，尽管学者们尝试过，他们还是无法忽略以下事实，即希腊字母看起来像闪米特字母，发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数还有相应的名称，如：alpha/＞
 alep（牛）；bēta/bêt（房屋），等等。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语中有明显的意义，而在希腊语中则没有意义。
(71)

 因此，尽管新的学者们可以随意否认大量的、无异议的、能证明腓尼基人曾向希腊人输入字母表的古代证据，他们还是无法回避它的闪米特起源。

根据大范围的有关这一主题的古代书面材料，字母表的引入被归功于来自埃及的达那俄斯或来自推罗的卡德摩斯。这把引入的时间大概定位于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然而，在犹太护教家约瑟夫斯的著作中也有一段文字，在其中，他断言——在一篇特别抨击希腊人缺乏文化深度的长篇激烈演说中——当希腊人宣称他们从卡德摩斯那里学会了字母时，他们只是在吹牛。事实上，根据他的说法，他们在特洛伊战争时还是文盲。
(72)

 不出意料，当浪漫主义希腊主义者把荷马当成不识字的吟游诗人时，约瑟夫斯的说法受到了他们的青睐。然而，大多数学者更愿意接受古人的一致意见，因为，围绕卡德摩斯建立底比斯的传说的真实性直到世纪末才遭到认真的挑战。

然而，这么早的日期并不被雷纳克和贝洛赫所接受。雷纳克把传播的时间推后到公元前13世纪或公元前12世纪，他相信腓尼基的影响在那时才开始。
(73)

 贝洛赫建议公元前8世纪是他所认为的首次接触时间，他用四个论据来支持这一论点。首先，他坚持认为，公元前7世纪之前没有可以确定年代的希腊铭文；其次，他声明，在荷马作品中唯一提到写作的地方很模糊，有可能诗人及其读者确实理解阅读行为；第三，他宣称，从腓尼基到希腊要途经塞浦路斯，而塞浦路斯直到亚历山大时代才开始使用字母表；第四，他认为，这些字母的名称在形式上与阿拉姆语，而不是腓尼基语相似；因此，字母表一定是在阿拉姆语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在黎凡特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后才被借入的。
(74)



贝洛赫第一点的可疑之处，默证，已经而且还将在《黑色雅典娜》的其他地方加以讨论。第二点，尽管贝洛赫和许多后来的学者保证这个指称不重要，但无疑，荷马确实曾提到sēmata lygra（有害的符号）是“书面的”。
(75)

 塞浦路斯没有字母表是当地条件的结果，这意味着，当字母表被从黎凡特传播到爱琴海时，该岛屿没能做出回应。但无论如何，这并不能向我们显示传播发生的时间。最后，我们已经了解到，贝洛赫并不懂闪米特诸语言，当他宣称希腊的字母名称显示了阿拉姆语的发音时，他是错误的。字母iōta和rhō中的ō，体现了发生在迦南语，而不是阿拉姆语中的语音转换。

无论如何，贝洛赫对字母表的观点并不被他同时代的人认真对待。整体上，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关于字母表引入时间的争论比关于宽泛的和极端的雅利安模式之间的争论更加易变。这种开放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闪米特专家和犹太人在对任何严肃的年代定位都必不可少的闪米特铭文研究上有相对的影响力。然而，总体上，无疑传播时间定位的趋势是向后推迟的，极端的雅利安模式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大权在握；别忘了此时熟悉的、愈来愈强的要求“证据”的“实证主义”愿望，以及赋予考古学和古代史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确定性的愿望。

较近年代定位的过程在1933年达到最高潮，那时候，里斯·卡彭特教授——考古学家和坦诚的铭文研究的外行——提出，字母表引入希腊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20年。对这个论点，他给出的理由有两方面：最早的希腊字母与公元前8世纪的腓尼基字母相似；那个时期以前，没有发现过用希腊字母写成的铭文，“默证”。
(76)

 较近年代定位只是卡彭特的三个企图之一，为的是削弱字母表引进的重要性，并使得可能与之相伴的任何其他重要的文化借用都更加不可能。另一个企图采用的形式是，绝对区分辅音字母表和元音化的字母表。元音的发明被归功于——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希腊人。
(77)

 卡彭特明确表态，他认为闪米特人没有能力发明元音，他提到“才华横溢的希腊人对元音的创造”，这样，就把发明第一个“真正”字母表的功劳给了希腊人。
(78)



卡彭特的第三个企图是把借用的地点尽可能远地移出希腊大陆。他的建议包括克里特、罗得岛，后来又有塞浦路斯——这个观点最不可信，原因我已在上文给出：塞浦路斯没有使用字母表。然而，20世纪30年代晚期，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爵士让自己满意地表明，在叙利亚沿海的阿尔米纳曾有过公元前8世纪时的希腊殖民地，并建议，希腊人可能在那里学会了字母表。
(79)

 尽管这个声明站不住脚——在这个遗址的五百英里以内完全找不到早期希腊铭文——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包括卡彭特在内，都热情地接受了这就是传播的地点。
(80)



为什么在时间上卡彭特如此尊崇证明的需要，而在地点上却如此松懈？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把字母表带回家比被动地接受字母表更加适合“有活力的”希腊文化。他的第二个原因更加险恶。他在铭文学领域的主要继承人，莉莲·杰弗里（Lilian Jeffery）教授对这个情况做了总结：

卡彭特教授合理地提出了第二点：只有在一个已经确立的两个民族的双语殖民地，而不只是在希腊地区的某个偶然的闪米特商栈，一个民族的字母表才会被另一个民族的字母表取代。
(81)



这个想象力丰富的再建构认为，“闪米特人的”殖民比希腊人的殖民在类别上更“偶然”是不言自明的，但几乎没有任何古代权威支持这个论点，就这个论点请看本章上文贝拉尔的讨论。
(82)

 然而，坚持腓尼基殖民地小规模和暂时性的原因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侧面：如果希腊要保持种族上纯洁的欧洲的童年和精粹的形象，腓尼基殖民地就不得不如此。为了避免有人会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我想重复伯里的一段话，这是与字母表传播相关的一段文字：

腓尼基人，无疑，在沿海和岛上各处都拥有市场；但没有理由认为，迦南人曾在希腊的土壤上安家落户，或者把闪米特血统带给希腊人。
(83)



字母表的传播必须发生在希腊以外，否则就必须有大量的腓尼基殖民，这样就会有“种族”混合。

再回到传播时间的问题。为什么里斯·卡彭特坚持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时间呢——这个时间可能，而且已经很容易被后来的发现证明是错误的。第一个好处是，它能解释为什么本质上“被动的”腓尼基人曾经向西航行过；他们被亚述人带领着，亚述人只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在腓尼基沿海起过重要影响。在讨论莫费斯和戈比诺时，我们了解到对只是“部分闪米特人”的亚述人的偏爱。
(84)

 而且，这么晚的日期意味着，腓尼基在希腊仅有的影响不是发生在希腊的形成时期，而只是在城邦建立和殖民开始以后——要不然，这两个制度可能被看成腓尼基人的创造。
(85)



在受到质疑时，里斯·卡彭特承认，他的晚期年代定位要求，字母表不仅在整个爱琴海地区，而且在整个意大利和安纳托利亚地区，都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迅速传播和多样化。然而，他的回应是：

我认为这比荒谬更糟糕。我认为这是非希腊的，因此难以想象，它［字母表］会在这么积极的民族中，被被动地搁置，徘徊不前如此长的时间，只为人知而不被人用。希腊的气候确实对年轻的字母表有神奇的作用；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它在成长。
(86)



除了气候、树木、青春和成长等浪漫主义的意象外，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在洪堡那里就已存在的传统的影响力和持续性，即当谈到古希腊人时，所有正常的法则和类比都被悬搁了，像判断其他民族那样来判断他们，即便不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合适的。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被卡彭特的花言巧语说服。例如，汉斯·延森（Hans Jensen），20世纪最开明的字母表专家，仍继续坚持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11世纪的年代定位。
(87)

 但对卡彭特的唯一直接挑战来自美国的闪米特专家B．J.厄尔曼（B．J．Ullman），他——在一篇卡彭特没有引用的文章中——先前提出了一个公元前12世纪或更早的年代定位。厄尔曼同意，很多古希腊字母偏离了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语或摩押语（Moabite）铭文的形式；但他认为它们派生自更早期的黎凡特类型，而不是与更晚期的类型相似，他坚持认为，字母表和它最古老字母的年代同样久远。厄尔曼确认了最早的可确定年代的腓尼基语铭文字母，即毕布勒国王亚希兰（Ahiram）石棺上的铭文字母，认为它们与公元前9世纪的字母非常相似，但他说，在这些字母有差异的地方，较早期的字母更接近希腊的形式。
(88)



在对厄尔曼的抗辩中，卡彭特暗中采用了相反的立场，即字母表应该被看成和它最晚字母的年代一样近。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K和M，这些字母的希腊形式确实类似后来的腓尼基字母。
(89)

 即使这不是针对厄尔曼关于“较古老”字母的论证，厄尔曼也无法成功抵挡卡彭特强有力的法庭辩论式的风格、反犹主义的时代思潮以及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的相对力量。的确，古典学家们热情欢迎卡彭特的结论。他们确定了位于这一学科的浪漫主义中心的信仰，即荷马（们）是不识字的。因为埃文斯发现的克里特的书面文字以及来自希腊大陆指向同一方向的证据中有某种让人心烦意乱的东西。然而，线形文字可以令人信服地——即使是错误地——被说成已随着迈锡尼宫殿的毁灭而消亡；因此卡彭特的近代定位很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它确立了一个长期的没有文字的“黑暗时代”，在这一时期，民间的荷马或荷马们可能用北方人野蛮的活力来吟唱。我们有趣地注意到，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教授开始了他对塞尔维亚民间史诗的研究，来展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能不是用文字创作的。
(90)



卡彭特对没有文字和无法渗透的“黑暗时代”的确定，对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有另一种吸引力。它强加的文化持续性的断裂，使得人们对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所写的关于遥远过去的历史漠然置之。这不仅完成了对古代模式的推翻，也完成了对宽泛的雅利安模式的推翻。

就这样，在时代精神中，古典学家们被卡彭特说服了。贝洛赫在19世纪90年代失败的地方，卡彭特使用非常雷同的论证，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成功。大多数闪米特专家向霸权学科制定的路线做出了让步，但有些人——特别是犹太闪米特专家——不怎么高兴。厄尔曼始终没有被说服，他和其他人——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图尔—西奈（Tur-Sinai）教授——继续认为希腊字母表显然不可能派生自铁器时代的腓尼基，而肯定源自更早期的迦南字母表。
(91)



从1938年到1973年，无人对卡彭特的希腊字母表借用时间的超近年代定位提出认真的挑战。对字母表的削减排除了建立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最后一块严重的绊脚石，到“二战”爆发时，古典学家和古代史学家确信，他们的学科已步入科学时代。用现代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已建立了一个范式。人们已不再能容忍某个“学者”建议，埃及或腓尼基曾对希腊的形成产生过任何重大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现在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会被赶出了学术界，或至少被打上“古怪”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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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penter（1938，p．69）.


(87)
  Jensen（1969，p．456）.


(88)
  Ullman（1934，p．366）.


(89)
  Carpenter（1938，pp．58-69）.


(90)
  Parry（1971）.


(91)
  参见Z．S．Harris（1939，p．61）。关于奥尔布赖特对亚希兰石棺上关键铭文的日期的意见改变，将它往下推到与占优势的日期定位相符合，参见Garbini（1977，pp．81-3）。又参见Bernal（1987a；即出，1988）；Tur-Sinai（1950，pp．83-4）。



第十章　战后局势：回归宽泛的雅利安模式，1945—1985

在这一章里，我们兜了一圈后又返回原处。本卷书的写作始于对当今的关心，但从那时起我就尽力避免这种关心介入进来。此刻，我希望对当今世界从本质上感兴趣的读者能从阅读前九章的辛苦工作中得到一些奖赏。我还希望，读者能够已经信服历史和历史编纂的当代相关性。

这一章包括两个故事。我相信第一个故事近乎幸福的结局，这就是主要由犹太学者领导的运动，这一运动根除了古代史写作中的反犹主义，给予了腓尼基人应得的荣誉，即在希腊文化形成中的中心作用。用这里使用的术语讲，这些学者近乎重建了宽泛的雅利安模式。

不讨论这一转变中的内部因素，我们可以说，从外部视角来看，腓尼基人名声的成功恢复需要两个前提，它们都已被实现。第一个前提是把犹太人重新纳入欧洲生活；第二个前提是犹太文化内部对智识追求的非常重视和对学术的尊敬。前者消除了反犹主义概念上的障碍，从而使得认可腓尼基和迦南的成就成为可能；后者意味着即便关心这些问题的犹太学者占少数也能对学术界现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第十章包含的第二个故事涉及对青铜时代的希腊埃及殖民传说的排斥；这一排斥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有一两个德国学者试图恢复埃及殖民的传说，但学术界内部在这方面没有开展恢复古埃及名誉的广泛运动。而且，与腓尼基人不同的是，古埃及人没有“自然”的捍卫者。穆斯林埃及人对古埃及抱有一种深厚的矛盾情绪，由于腐败的亲西方政府为了提升当代埃及的非阿拉伯观念对古埃及形象的利用，这种情绪变得更加剧烈。可能因为这个——但更可能是因为接受了西方学术的巨大影响——埃及学者还没有对古埃及世界角色的正统观念发出挑战，或对其海外影响进行调查。

古埃及唯一可能的捍卫者是科普特人和一些非洲和美洲的黑人小群体。前者在这一问题上引人注目地沉默，后者更关心证明埃及是真正属于非洲和黑人的，而不关心埃及对希腊的影响。他们对这种影响的关心，集中在希腊人在埃及学习成果的传播，以及在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他们所认为的对埃及哲学和科学的大规模的抢劫和盗用。

另一个抑制修复古代模式中埃及方面更强有力的因素是，与腓尼基人的捍卫者不同，这些黑人学者一直处于学术圈之外。因此，关于G．G．M.詹姆斯称为《被盗窃的遗产》——被希腊人窃取的埃及文化成就——的大多数著述只在朋友间传播，或出版发行量很少；它们被迅速地向热心关注的公众销售一空，却不被学界认为是学术，甚至不被图书馆收藏。我研究这些问题已经八年，才知道这类文献的存在，即可作为这方面的明证。

有了这方面的接触后，我内心深感矛盾。一方面，我所受的训练使我厌憎学术外部包装的如此缺乏；另一方面，我发现我的思想立场更接近黑人文献而不是正统古代史。

我相信我的感觉是重要的。肯定还有别的学者，为腓尼基人在希腊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受压制的政治侧面感到震撼，并已开始质疑极端的以及宽泛的雅利安模式。通过我对这个问题已经做过的成百上千的讨论，我知道人们已经不再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反对古代模式。私下里，可能还有人相信这些排斥意见，但我相信，甚至这种态度——尽管在整个社会很普遍——在开明的学术界也难得一见。

那么，雅利安模式似乎主要因为其自身的传统和学术界的惰性而得以维持。这两种力量都不应被低估；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许多令人吃惊的内部发展而弱化——这些发展表明青铜时代的文明比原来人们认为的更先进，更具有世界性。总体上，古代的记载比现代的重构更加可靠。考虑到这些外在和内在背景，我确信即使是宽泛的雅利安模式也不可靠，古代模式将在21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得以恢复。


 战后局势

“二战”和公众对大屠杀的揭露取消了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合法性，但新提倡的种族平等价值经过长时间才得以制度化。实际上，尽管流亡到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学者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欧洲和北美社会的多数地方，包括学术界，反犹主义仍大行其道。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20世纪60年代初，很多美国大学还在继续排斥犹太人或严格限制吸纳犹太人。
(1)

 如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反犹主义一样，英国机构不太容易被定性，但那里似乎很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犹太学生和学者开始被名列前茅的大学完全接受。这一过程同样发生在古典学领域，到70年代这一领域的许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都是犹太人。

对非洲人和亚洲人的种族偏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更难克服的障碍。美国最高法院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行动起来反对合法的种族歧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美国黑人才获得选举权。这些法律和政治改革依然没有改变黑人和南亚人其他方面的境遇。从1945年到1973年，在持续繁荣期间，工业国家里的一些黑人和非欧洲的移民发了财，但各种族之间的工资级差仍然存在，甚至在恶化。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在整个欧洲和北美，非欧洲人比白人损失得更多，也更快。

历史写作还受到下面我就要谈到的第三世界事件的影响。这里，看来可以公平地讲，在削弱反犹主义上，1949年后以色列的建立和军事扩张比揭露大屠杀中反犹主义的后果发挥了更大作用。1947年印度的独立，或者是20世纪50年代英、法允许其热带殖民地政治独立的“变化之风”，普遍都未给白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无论如何，新殖民主义仍持有宗主国的经济大权。而且，准独立国或新独立国确实存在的问题和媒体对它们的种族主义处理，继续支持了只有白人才有能力自治的教条。然而，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文化霸权的维持：对历史的理解和教授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维克托·贝拉尔谴责的“欧洲沙文主义”仍甚嚣尘上。例如，晚至20世纪60年代，剑桥大学历史荣誉学位考试有关第三世界所教授的唯一课程是“欧洲的扩张”。

然而，也有一些重大的变化——首先是日本非凡的经济成功。此外，还有中国的重新统一，以及1970年后，西方讨好中国并与之结成反苏联盟，中国成为主要大国。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给予日本人“荣誉雅利安人”的地位，他的观点到1960年被普遍接受。20世纪70年代，中国也开始接受这种赞誉。现在西方对东亚人的普遍看法似乎是，东亚人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不一样，但与西方人是平等的。随着南亚次大陆从分裂的恐惧中恢复，印度人也受到稍许更多的尊敬。另一方面，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阿拉伯酋长的形象则变成了骄傲自大的石油王子和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基督教对伊斯兰全部的宿仇业已复活，并都指向了阿拉伯人，而且——不像欧洲在19世纪时对波斯人的崇拜——穆斯林伊朗被描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此外，尽管已取得独立，非洲及其移民社群被视为毫无希望，黑人也被视为最低级的人类形式。

我列出这些粗糙的刻板形象不是因为大多数学者接受它们（尽管有些学者的确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大家——除了穆斯林，但包括许多亚洲人和非洲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些刻板形象的影响。许多第三世界的运动——对非洲黑人文化艺术传统的尊崇和自豪感便是其中一例——接受了欧洲人的想法，即只有欧洲人有思辨能力；因此，很多黑人和深肤色的知识分子往往否认自己的分析智力，而退缩进入共享、热情、直觉和艺术创造等“女性”特征——有趣的是，这些正是戈比诺愿意向黑人承认的特征。换句话说，并不只是白人非犹太教徒发现容易接受“希腊奇迹”的神话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文明的绝对优越性。然而，在广泛一致的情况下，已有一些不同意见。这个我们将在本章稍后呈现给大家。


 古典学的发展，1945—1965

甚至早在19世纪，谨慎的历史学家就经常在他们著作的开头宣称，语言界限和种族界限并不总是一致——接下来却对它们一视同仁。
(2)

 1945年后，这种做法成了唯一可接受的方法，学者们总是提到语言上的划分而不谈种族差异。另一方面，“二战”摧毁了种族主义，却彰显了科学的胜利。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合法性愈发增强，因为几乎没有人怀疑它是用考古学和其他现代方法得出的“科学真理”。古代模式不再被视为必须面对和克服的连贯的规划，而是分解成了“当代无人”能认真对待的滑稽传奇的集合。

进行得非常热烈的关于早期希腊历史的辩论，几乎都发生在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内部。关于古希腊人何时到达希腊有过一场大讨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少数重要的学者认为，在关于“自称赫拉克勒斯后裔者的回归”和多利安人入侵的传说中，雅利安人只是在青铜时代末横扫南方。这个观点遭到了压倒性的证伪，因为迈克尔·文特里斯破译了B类线形文字，他认为该类文字应属希腊文，但很多顽固分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坚持这些观点。
(3)



继谢里曼和埃文斯做出的发现以来，B类线形文字的破译被认为是该领域最伟大的内部进展。而且，和谢里曼一样，它也是由一名业余爱好者完成的。迈克尔·文特里斯是一名建筑师，曾试图用密码来破译已出版的B类线形文字文本语料，他原以为这些文本是用一种前古希腊神秘语言写成的。然而，在1952年，他尝试把文本与希腊语匹配起来，这一结合使他成功地破译了这些文本。

我想重新回到本卷书绪论中提到的一个主题。为什么这两个突破都是由外部人士做出的？就谢里曼而言，他头脑单纯，相信古典作家，而他那个时期的学者则被教导千万要避开这两样东西。文特里斯也同样“头脑单纯”。他把B类线形文字和希腊语并置，而不是和某种深奥的几乎无人能懂的安纳托利亚语，或根据希腊语中的“前古希腊”成分构成的某种调和语并置。
(4)

 而且，事实上B类线形文字以一种极端粗糙的方式体现了希腊语：把它当成希腊语来读简直就是对古典学家终身孜孜以求的所有优雅的蹂躏。

通过对比塞浦路斯音节文字，我们可以更加确信没有一个古典学家可以完成破译的任务：直到希腊化时代，塞浦路斯音节文字在塞浦路斯岛上一直被用来代表希腊语，在与希腊语语音体系的接近上，其粗糙程度和B类线形文字几乎一样。该音节文字由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和塞缪尔·伯奇破译。史密斯几乎不懂希腊语。伯奇尽管是个称职的希腊学家，但在本质上他是个埃及学家和亚述学家，因此习惯于此类工作所要求的联系的松散性。
(5)

 这一观点——希腊学家太精细，因而不适合此类工作，至少不适合此类工作的初始阶段——将会在《黑色雅典娜》第二卷发挥作用。到时候，我将尝试用对应性来证实希腊语中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借词。这些对应性对大多数比较语言学家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希腊学家看来则十分粗糙，令人震惊。

考虑到他给专业人员带来的威胁，文特里斯的工作那么快并且那么热情地得到大家的认可真是引人注目。
(6)

 这部分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他精明地邀请一位头脑清醒、本质保守的古典学家——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做他的合作者，并从新发现的刻写板中发现能支持他的解释的确证性证据。另一方面，无疑，当他们开始考虑这件事时，古典学家认为新的破译能支持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因为它延伸了希腊人的时间深度和地理范围。然而，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第一个问题是在一块B类线形文字刻写板上发现了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在希腊传统中，狄奥尼索斯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出现很晚的神；因此，古典学家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对他的崇拜才到达或兴起。他在公元前13世纪的出现将事情几乎推回到了古典作家们建议的时期——公元前15世纪。然而，这仍令人十分费解。尽管没人能否定新的证据，但大多数学者仍继续沿用旧的路线。

然而，比这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在B类线形文字中发现了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写成的人名，以及很多用来指称香料、黄金等所谓外国货的得到认可的闪米特语借词。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些借词曾被认为是由腓尼基人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假定到达后引进的。这里，直到闪米特学家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希腊学家才注意到这与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不协调。总体上，这次破译加强了极端的雅利安模式，鼓励学者们向北方寻找来自入侵的源头。在20世纪50年代，大家达成了一致，都认为，说印欧语的原始希腊人曾在青铜文化早期第二期末尾，也就是大约公元前2200年，到达了爱琴海盆地。


 原地生成模式

那些既同意把B类线形文字当成希腊语来读，又拒绝承认古希腊人侵略的学者，是他们所说的“原地生成模式”的支持者。在保加利亚著名的古代史老先生弗拉迪米尔·格奥尔基耶夫（Vladimir Georgiev）和杰出的极端孤立主义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的带领下，他们否认印欧语是从黑海以北的发源地被带到希腊来的。相反，他们认为，原始印欧语只是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讲的一组方言群，而绝不是别的东西，在希腊讲的希腊语正是其中的一种方言。
(7)

 该模式属于孤立主义或反传流论的范式，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它的统治地位似乎与对殖民主义的反动有关，很明显，传流论是殖民主义在学术上的反映。
(8)

 然而，语言学家和古典学家往往不像别的学者那样甘心放弃传播的概念，因为它经常可以合理地解释已知语族间的关系。他们的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是，通过征服和移民带来的传播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理由认为史前史在这方面会有重大差别。

原地生成模式代表了向雅利安模式取得进展以前、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的立场的回归。然而，和缪勒一样，它的支持者们多采用北方的和欧洲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比雅利安主义者更敌视青铜时代中期末尾近东殖民的传说。但这种否认及其前古希腊基础的缺乏，使原地生成模式无法解释希腊语中的非印欧语成分，雅利安模式的捍卫者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
(9)

 然而，很可能因为原地生成模式的支持者在考古学的优势范式内部工作，他们认为可以忽略这个明显的重大缺陷。由于原地生成模式和雅利安模式都排除了近东殖民的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不再与《黑色雅典娜》的主题有直接联系，本书的重点在于讨论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之间的冲突。


 地中海东部的联系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腓尼基人的憎恨，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更加升级。里斯·卡彭特加紧开展运动推迟字母表的传播时间，并限定腓尼基殖民的范围，他的提议被广为接受。
(10)

 底比斯被殖民的可能性通常遭到摒弃。事实上，关于卡德摩斯传说最坚定的雅利安解释出现于1963年，由法国学者F.维安（F．Vian）提出。
(11)

 很多学者继续否定或至少尽量缩小地中海东部联系的范围。1951年，英国古代史学家R.梅格斯（R．Meiggs）在对伯里历史的修订中，认为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似乎有一套连贯的文献证据表明，在青铜时代，迈锡尼人与腓尼基人，或者别的闪米特人之间交往密切。可惜，这套证据并没有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连贯，那样有说服力……更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是否曾有任何近东民族在青铜时代进入过爱琴海或地中海西部地区。
(12)



随着爱琴海和黎凡特之间有联系的考古证据越来越多，有人认为这些联系一定是希腊人主动接触的结果：“……在弥诺斯中期第二期结束后，在整个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期，只有迈锡尼的希腊水手、商人、工匠才能当之无愧地接受营造了爱琴海和东方联系纽带的荣誉。”
(13)

 由于第八、九两章中讨论过的原因，很多闪米特学家似乎不愿意研究腓尼基历史，直到20世纪60年代，研究腓尼基历史的人主要是古典学家和亲希腊的人。1961年，黎巴嫩学者D.巴拉姆基（D．Baramki）复兴了埃文斯在世纪之交和伍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理论，即腓尼基人的所有成功都来自雅利安血液的输入；而受古典学训练的D．B.哈登（D．B．Harden）在他出版于1962年的《腓尼基人》一书中，则接受了迈锡尼人曾在青铜时代拥有制海权的观念。
(14)



鉴于有可以证明这些联系存在的新的考古发现和证明影响的方向是从东往西的事实，不仅那些全盘否定联系存在的理论，就连那些把这些联系完全归因于迈锡尼人和后来的希腊人的理论都受到反抗。直至其1971年去世前，伟大的美国学者、闪米特研究的老前辈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主张，腓尼基殖民发生在公元前9世纪甚或公元前10世纪。
(15)

 澳大利亚的古代史学家威廉·卡里肯（William Culican）在一本极其大胆的书中，强调了黎凡特在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心性、开创性和影响力，但他故意避开了古代模式和西闪米特人是否对希腊文明有过深远的和/或长期的影响的问题。
(16)



而且，对卡德摩斯传说的否定（这是极端的雅利安模式中的薄弱一环），也继续让人心生疑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古典学家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在1949年，以及他的同事R．F.威利茨（R．F．Willetts）在1962年，坚持认为卡德美亚人（Kadmeioi）是一个闪米特人部落，他们从腓尼基到达克里特，又继续来到底比斯。
(17)

 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黎巴嫩历史学家D.巴拉姆基和N.伊德健（Nina Jidejian）也认为腓尼基人曾在底比斯殖民，然而，他们认为这发生在铁器时代。
(18)

 有些历史学家则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但接受了卡德摩斯传说，也接受了有关达那俄斯的传说。古典学家G.赫胥黎（G．Huxley）在他1961年出版的《克里特和卢维人》一书中，论证了这些观点；但正如他的书名所暗示的，他更关心的是受尊敬的安纳托利亚联系，而不是与埃及和黎凡特的联系。有趣的是，人们应注意这本书是以私人名义出版的。
(19)

 第二年，古典考古学家弗兰克·斯塔宾斯博士在《剑桥古代史》第二卷第三版中发表了关于“迈锡尼文明的兴起”的章节，这是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进展。
(20)

 在这一章，斯塔宾斯所接受的古代模式，使他可以赞成有来自埃及的入侵，以及希克索斯公国在希腊业已建立等观点；他还宣称这一解释能被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有证据表明在迈锡尼时代之初希腊就有来自近东和埃及的影响。
(21)



另一个古典考古学家走得更远。她就是哈佛大学的古典考古学教授埃米莉·弗穆尔（Emily Vermeule）。她认为迈锡尼文明在整个存在期间都与埃及和腓尼基保持了联系。1960年，她在描述迈锡尼文明没落的原因时写道：

……很明显，不是迈锡尼人消失了，而是迈锡尼文明消亡了。这个文明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它从竖井墓（谢里曼在迈锡尼发现的最早的古墓）时期以来与克里特和东方所保持的使它生机勃勃的联系。这个联系一旦中断，迈锡尼文化便日益凋零，直至面目全非，无法识别。
(22)



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些观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绝不是有代表性的。现代英国大多数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例如，查德威克、迪金森（Dickinson）、哈蒙德（Hammond）、胡克（Hooker）、伦弗鲁和泰勒（Taylour）——都坚持认为迈锡尼文明是本土发展的结果。那些明显的来自近东和非洲的希腊文化借用都被看成希腊人主动的引进：雇佣兵的回归、贸易，甚至中东的旅游业。
(23)



由于完全排除了埃及人或迦南人对希腊文化或语言影响的可能性，学术界权威们便可利用这一“事实”来攻击那些基于希腊传说或考古类似的入侵假说。与希克索斯人相联系，斯塔宾斯博士试图克服这一点：

他们的到来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埃及化，这一点完全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情况。在埃及，除了新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外，他们几乎没有传入别的东西。他们代表的不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只是武士阶层对高度发展的埃及文明的占领。他们并没有带来新的语言，因为他们留下的极少数的官方铭文都是用埃及语写的。
(24)



我认为他对于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影响力的分析实在有些问题。我们对那里的希克索斯王朝的一手资料所知甚少。然而，从长远观点来看，尽管有第十八王朝的埃及民族主义和文化的复兴，毫无疑问，重大的文化转变发生在异族统治时期。的确，斯塔宾斯博士把希克索斯人看成武士阶层似乎是正确的；但像蒙古人搅翻了欧亚大陆文化一样，希克索斯王朝在传播其他文明——把闪米特文明传入埃及，把“弥诺斯”文明和埃及文明传入希腊等的过程中似乎也起到了文化塑造的作用。然而，希腊由于缺乏像埃及那样强大的文明传统，更容易被改变；因此，总体来说，希克索斯王朝很可能在爱琴海地区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看，斯塔宾斯的立场重新回到了康诺普·瑟尔沃尔在19世纪30年代和阿道夫·霍尔姆在19世纪80年代的论点：尽管希腊可能有过埃及人和闪米特人，但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没有长期的影响。虽然斯塔宾斯摒弃了1885—1945年间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但他仍像他的前辈一样，坚定地拒绝了古代模式。

斯塔宾斯赖以建立其论点的“最新”考古学证据并不足以动摇牢固的极端雅利安模式。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若干新发现的确对地中海东部地区黎凡特人和希腊人的相对重要性有重大影响。1967年，海洋考古学家乔治·巴斯（George Bass）发表了关于在该地区发掘的唯一一艘青铜时代晚期的船只的报告。虽然他坚持认为这艘在土耳其南部的盖利多尼亚角（Cape Gelidonya）沉没的商船是叙利亚的，但他没有继续主张这表明这一时期的所有船舶都是迦南人的。然而，根据该证据和其他证据，他认为清楚的是，黎凡特贸易在青铜时代晚期的重要性已居于中心地位。
(25)

 这一论点削弱了被广泛接受但毫无根据的非闪米特的弥诺斯和迈锡尼拥有制海权或建立过海上王国的主张，并最终摧毁了贝洛赫使用过的腓尼基船只在公元前8世纪前无法到达爱琴海地区的论点。

在1963年和随后的几年里，人们又在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00年底比斯的卡德摩斯（Kadmeion）或皇家宫殿的土层里，发现了大量的近东物品，其中包括38枚圆筒印章。
(26)

 大多数考古学家保持谨慎，但此发现所在的城市在传说中与腓尼基的联系是如此密切，这一发现自然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关于卡德摩斯的传说也许不无可能。这也提供了对雅利安模式中的反腓尼基侧面进行激进挑战的武器。
(27)

 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艺术史学家们对很多常见于青铜时代晚期的近东和爱琴海地区的主题和技术的研究证明，的确存在密切联系；而且影响的方向在该时期的早些时候似乎是向西推进。
(28)



有趣的是，古典考古学家和爱琴海考古学家都不公然敌视这项工作。
(29)

 另一方面，考古发现对近东在爱琴海地区影响的证明无疑通常遭到贬低。相比之下，大家普遍认为，在黎凡特地区发掘的大量的青铜时代晚期末尾的迈锡尼陶器表明了希腊在该地区的存在，如果不是殖民的话。
(30)

 虽然迈克尔·阿斯特和一些闪米特批评家反对这一点，但我仍认为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黎凡特地区似乎确实受了相当的希腊文化影响。但我仍觉得，应该注意到学者们在坚持这一影响的同时却又否认西闪米特人对爱琴海地区有影响的双重标准。
(31)




 神话学

应当强调的是，希腊学家发现，与神话和语言这些被视为更基础领域里的联系相比，两个文明之间物质文化联系的证据还不太令人不安。在神话学里，对待越来越多的证明近东和爱琴海形式之间具有惊人相似性的问题有两种方法，而且都未脱离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第一个也是最令人满意的方法是由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倡导，并由世纪之交的剑桥古典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和简·哈里森首先尝试的“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必须把相似性看成人类心理巧合的表现。希腊和中东的神话、崇拜之间的相似性也可能会被大量的讨论全世界相似性的著作所掩盖。
(32)

 另一个主要的方法是第八章提到的，由现代古典学家沃尔卡特和韦斯特（West）教授采用的方法。按照喜好的递减顺序，这种方法认为东方的影响来自印度人、伊朗人、赫梯人、胡里安人和巴比伦人。
(33)



第三种方法，也就是美国古典学家和神话作家方滕罗斯（Fontenrose）教授的方法，就是结合前两种方法，并假定普遍性和通过陆路的借用。
(34)

 而另一种方法试图解决由希腊和乌加里特的西闪米特文化之间存在的密切相似性所引起的问题，于是假定希腊在叙利亚城市建有殖民地，并由殖民者将闪米特神话和故事传播到了故乡。
(35)

 这些方法的关键是，无论怎样解释这些相似性，都避免采用古代模式设定的路线，即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曾在希腊殖民。


 语言

我在本卷中始终强调，语言是雅利安模式中的至圣所。不仅浪漫主义者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独一无二精神的根本体现，而且语言在学术学科中也处于核心地位。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在学术领域中发表观点的必要条件，正是主要通过必然专制的语言教学过程，学生们被反复灌输学科界限。因此，尽管在物质文化领域，关于近东影响的限制已大大放松，在神话学上也有些变化，但一谈到语言问题，人们仍然严格维持拒绝承认亚非语基本影响的禁令，这并不令人惊奇。这里，“可敬”的学者们又根据同样的喜好递减的顺序，把不可削减的希腊词汇中的“东方”成分归因于印度、伊朗、赫梯、胡里安、巴比伦、西闪米特和埃及来源。
(36)



然而，也有两个现代美国学者，索尔·莱文和约翰·佩尔曼·布朗（John Pairman Brown），他们同时擅长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很谨慎也很合理地重新确定了大量的进入希腊语的迦南语借词。尽管古典学家清楚他们的工作成果，莱文的研究被摒弃，因为他坚持闪米特语和印欧语言之间存在起源上的联系；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一立场在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建立的同时成为诅咒。
(37)

 布朗的成果主要发表在与闪米特研究有关的期刊上，完全被人忽视。
(38)

 其实，这也是对待这种无可辩驳的成果的传统方式。

另外，大家也不得不承认，B类线形文字中已被确认的借词是在青铜时代传入的。尽管如此，关于进入希腊语的闪米特语借词的受到最广泛承认和赞扬的著作，是法国语言学家E.马森（E．Masson）的一本小册子，其中被确定的借词仅局限于腓尼基语铭文的小语料库所证实的描绘物件的词语，而不包括在乌加里特语和《圣经》中发现的借词。
(39)

 这样，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受到认可的借词就更少了。


 乌加里特

然而，对雅利安主义的反抗也在崭露头角。但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应当简单地考虑一下削弱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主要内部进展：乌加里特文明的发现。乌加里特是叙利亚沿海的一个港口，在1929年被发现后，得到了充分彻底的发掘。几乎是紧接着，在第一个考古季，人们就在地质年代处于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的土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烘干土简。有些土简是用阿卡德语写成的，阿卡德语是青铜时代晚期的通用语。而别的土简是由一种未知的楔形文字书写的。解读这些土简非常迅速，其原因有二：首先，别的楔形文字是以音节形式出现的，而这种文字则是字母形式；第二，该语言与迦南语非常接近，是不为前人所知的一种西闪米特语。

这种“新”语言对语言学家们弥足珍贵。大多数文本涉及经济，提供了关于一个重要贸易中心的结构和贸易的珍贵信息。其他的文本涉及传说和仪式，这些文本也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与《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就给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带来了极大问题，因为该模式的中心信仰是雅利安希腊人和闪米特黎凡特人之间存在绝对的区别。


 学术与以色列的崛起

古希腊学术没有受到以色列建立和军事扩张的直接影响，尽管它们清楚地证明了，根据事实本身，讲迦南语的人不是没有能力征服或建立海外殖民地。大多数犹太历史学家受到的直接影响是，将自己的研究重点缩小至巴勒斯坦，并忽视犹太人的大流散。同样，以色列人与其迦南和腓尼基邻居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彼此间的相似之处，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这样就限制了极端重要的比较研究的发展。
(40)



以色列建国的间接影响极其重要。它重新燃起了犹太人对世俗犹太性的骄傲。而且，通过提供两个极端——宗教民族主义者和世俗民族主义者——它允许在犹太传统内部有更大的机动空间。数个学者得以利用这个新的范围取得独立。我们关心的领域中就有两位最卓越的学者，赛勒斯·戈登和迈克尔·阿斯特，他们现在都在美国工作。两人都是自觉的犹太人，但处于宗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之外。戈登著作的主要动机似乎是为了推动同化。这种同化不是像雷纳克之类的学者所倡导的，希望犹太人遵守基督教或希腊文化的同化。戈登似乎把同化看成一种同伴关系，相关的双方要能意识到各自的根基，并引以为荣，进而创造出一种更丰富的文明。
(41)

 阿斯特的观点与之类似，但他著作中的泛闪族主义（pan-Semitism）的成分似乎更强，而且不愿意承认讲印欧语或讲埃及语的人有任何创造性。


 赛勒斯·戈登

赛勒斯·戈登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最伟大的在世的闪米特学家之一。尽管他的敌人千方百计想取代他的开拓性著作《乌加里特语语法》的地位，这本书仍是20世纪解读被发现的第一种新的闪米特语的权威著作。然而，在过去三十年里，他一直被排挤在学术界的边缘，大多数学者认为他是个怪人。这部分是因为他的罪行或过错不是无意的——对此，学术界通常极端宽大——而是有意的，故属于十恶不赦。更有甚者，他企图证明腓尼基人甚至早期犹太人对美洲的影响，这远远超出了流行的看法，因此他显得荒唐可笑。这意味着，他所有的原创工作可能，而且也已经被弃之如敝屣。
(42)



戈登企图把闪米特文化和希腊文化联系起来，这一努力是对学术界现状的一个更严重和更直接的威胁。他把乌加里特和克里特看成联系两个文化的桥梁。正是在他有关乌加里特大量工作的基础之上，他才创作了一部专著，并于1955年出版，书名为《荷马与〈圣经〉》。他在书的结尾处这样结论道：“希腊和希伯来文明是建构在同样的地中海东部基础上的平行结构。”尽管这一观点与世纪之初的埃文斯的观点比较相似，但不被信奉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学者们所容忍。正如戈登所描写的那样，人们对这部书的反应是：

犀利：有些评论家大加赞美，而有些则冷嘲热讽。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我不再是一个平静的学者，不再是一个被其他专家所接受的另一个安静的专家了。我成了学术界的搅局者，同时我的作品和演讲也为更多的公众所瞩目。
(43)



与对待五十年前的维克托·贝拉尔一样，外行和内行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前者偏好简单的大规模的“聚合分类”，后者偏好“过细区分”。内行人士需要狭窄的、不相联系的题目，以适合个人研究，并利于“私人拥有”知识。在回应贝拉尔和戈登时，别的专家觉得受到威胁，正是因为那些反对学术界现状的观点似乎言之有理。

特别是在纳粹使雅利安人绝对独特和高等这一观念蒙羞之后，对外行来讲，鉴于荷马时代的希腊、乌加里特和《圣经》中的巴勒斯坦在历史时代和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性，它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观点似乎完全合理。而在内行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认为，外行人士由于不了解学术文献中的详细情况，所以无权向专家挑战。然而，不幸的是，学者们虽然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的地位和生计有赖于此——但明显的不一定总是错误的！有时，回头想想人们可能会说，外行公众比专家更懂行：在绪论中我曾举过大陆漂移说的例子。

克里特是戈登联系闪米特人和希腊人的第二座桥梁，它更加令人烦恼。受到文特里斯破译B类线形文字的鼓舞，戈登对当时受到批判，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的假想，做了进一步的推论。他认为B类线形文字的符号具有和它的前身A类线形文字——至少是存在于弥诺斯文明晚期的线形书写系统——同样的语音价值。
(44)

 根据这一原则，戈登读出了A类线形文字中的几个闪米特单词，还区分出了闪米特句型。为做到这些，他假设和B类线形文字一样，清塞音和浊塞音之间几乎没有区别（p和ḇ；ṯ和ḏ；ḵ和g）。他还运用西闪米特语和阿卡德语来解读词汇。1957年，戈登在一本非常受尊敬的期刊《古代》（Antiquity）上发表了他解读A类线形文字的初步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他继续发展了自己对A类线形文字和对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后期原克里特语铭文（Eteocretan inscriptions）的闪米特解读的一些想法。
(45)

 人们普遍认为他采取的程序不合法，但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程序的正确性因1975年埃卜拉语的发现而被确认。埃卜拉语是公元前三千纪的一种西闪米特语，它兼有阿卡德语的古风以及乌加里特语和迦南语的特征。
(46)



和他对A类线形文字的解读一样，戈登对荷马史诗和《圣经》中相似性的研究一直也颇受“争议”。然而，有趣的是，戈登立刻获得了两位“英裔”南非白人学者的支持。我认为，这可以用外部因素或意识形态力量来解释。1885年后，大多数北欧人和美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大肆反犹，南非白人因为他们的基要主义传统，对犹太人既爱又恨。
(47)

 随着他们种族主义的系统化和与德国纳粹分子的联盟，这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发展成了反犹主义。
(48)



另一方面，“英裔”南非人永远也无法忽视非欧洲的威胁，他们保持了19世纪对犹太人爱恨交织的感情。另外，他们还有解释津巴布韦大规模石头遗迹的特殊需要。津巴布韦这个国家正是由于这些石头遗迹而得名。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采用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这些遗迹属于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6世纪，甚至在此之前，人们就已清楚这些遗迹是至今仍居住在该地的绍纳人（Shona people）修建的。然而，这样的结论是无法被接受的，因为种族刻板印象容不得非洲人完成这样的壮举；因此，建筑就被归功于腓尼基人。
(49)

 这样就可以让南部非洲保存维多利亚时代对腓尼基人的好感，这种好感似乎是南非的古典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持开明态度的一个因素。

然而，这两位学者后来又收回了他们的支持，在解读A类线形文字上，他们采取了更正统的不可知论和赞同安纳托利亚联系的立场。这种态度的转变肯定与来自欧洲的希腊学家对闪米特联系的强烈抵制有关，尤其是来自文特里斯的合作者、研究迈锡尼语言的老前辈约翰·查德威克的抵制。查德威克在其发表在《剑桥古代史》中有关B类线形文字的文章里，和其厚重的著作《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语文献》中只字未提戈登在A类线形文字上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成果大多发表在权威期刊上。有趣的是，查德威克专门提到不要把他参考文献中的遗漏“看成批评”。然而，由于戈登假想的重要性——不仅对阐释A类线形文字，而且对解释迈锡尼时代的手迹、语言和社会的性质都很重要——这种遗漏就显得别有深意。
(50)



至少到目前为止，戈登已经遭到和许多极端分子一样的命运。戈登在20世纪50年代冒犯了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尽管这一模式现在已经开始衰败，尽管现在已确认A类线形文字可以用B类线形文字的音值来读，已确认有多种“混合”闪米特语的存在，已确认A类线形文字和原克里特语中存在闪米特单词，而且没有内在因素证明它们不是闪米特语，但是仍有人拒绝承认它们是闪米特语，拒绝认同戈登由于提出了这个假想应该受到赞扬。
(51)



尽管赛勒斯·戈登在很多方面是一个遭学术界蔑视的人，但他的语言和教学能力意味着他的学生们在学术训练方面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现在他们已经成了美国闪米特研究的主力军。他们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出格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中只有一人就克里特问题发表过文章。
(52)

 然而，大多数人对老师的观点保持着基本的同情，并相信迦南人和腓尼基人的角色一直以来都受到系统的忽视。
(53)

 无疑，他们的影响正逐渐侵蚀着当今的学术界，在美国，这可能会导致拒绝接受从前毫无疑问的古典学对闪米特研究的支配。


 阿斯特和《希腊—闪族比较论》

然而，从短期来看，戈登的同事迈克尔·阿斯特取得了更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阿斯特在巴黎师从乌加里特语破译大师、法国人夏尔·维罗洛（Charles Virolleaud）学习。维罗洛曾受贝拉尔的影响，在私下里相信卡德摩斯神话中有关腓尼基的指称是基本真实的。从1939年到1950年，阿斯特被关押在苏联的战俘集中营内；随后六年他在一个西伯利亚的城市生活，在那里他得以在闲暇时分克服巨大困难，继续从事希腊—闪米特关系的研究。1956年，他离开苏联，前往波兰。一年后，他在波兰读到戈登关于A类线形文字的第一篇论文。此后不久，他抵达美国，在戈登的安排下，在伟大的布兰代斯（Brandeis）犹太大学所属的戈登所在的系工作。
(54)

 1967年，他出版了《希腊—闪族比较论》。这部书囊括了关于达那俄斯、卡德摩斯和他称为“济世英雄”（healer heroes）的诸如伊阿宋（Jason）、柏勒罗丰（Bellerophon）等的神话系列的重要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他力图展示希腊、乌加里特和《圣经》神话在结构和名称上详细的相似之处。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也超越了贝拉尔的成果。

如前所说，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的其他学者，如方滕罗斯和沃尔卡特都探索过希腊和近东神话之间详细的相似之处，他们也从未怀疑过希腊神话是派生的产物。
(55)

 但为什么阿斯特的著作被认为更令人反感呢？首先，它在形式上是一种冒犯，因为它挑战了学术等级；这反映了两种学科的相对权威。尽管古典学家以前讨论过东方神话与希腊神话的相似性，但东方学家就希腊问题发表观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完全不能被接受。

阿斯特的著作在内容上也遭到根本性的抵制。学者们，如方滕罗斯和沃尔卡特广泛搜罗了全世界的神话故事——包括印度、伊朗等地的神话——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更青睐那些不太冒犯的神话来源。相比之下，阿斯特认为希腊名字起源于闪米特语，这不仅侵犯了语言的神圣领域，还彰显了西闪米特人和希腊人之间密切、明确的联系，这令人不安。更有甚者，他讨论的两个神话系列——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神话系列——都涉及近东在希腊的殖民，他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两个神话系列都具有历史真实的内核。《希腊—闪族比较论》的第四部分更加具有挑衅性，因为它探究了知识社会学，而且它对古典学和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概述也成了以后所有有关该主题的论述的基础，本卷书也不例外。这样，阿斯特就把相对论注入了以前不受或然说和不确定性影响的题目。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或然说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力已改造了其他多种学科。

阿斯特已经证明——请鲁思·爱德华兹等人原谅——在西闪米特神话和希腊神话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联系。
(56)

 但很明显，这只是他的部分目标。像莫费斯和其他19世纪中期坚持宽泛的雅利安模式的学者一样，阿斯特认为古代模式对殖民的描述基本正确，除了后者把本应是西闪米特人的征服归结给了埃及人。整体上他认为“不仅腓尼基语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的多个地区得到应用，而且整个迈锡尼文明在本质上都是古代东方的一种边缘文化，是它最西方的延伸”
(57)

 。

尽管阿斯特指出B类线形文字中存在借词，从而证实了闪米特文化在公元前14世纪以前的重大影响，但他没有寻找希腊语发展中其他阶段的进一步的例证。而且，他也从未考虑过埃及的文化影响，或者近东文化全面涌入的可能性，它们可以被用来解释希腊语言、地名和神话名称中的大多数非印欧语成分，从而不需要假想的前古希腊人本源。尽管如此，阿斯特已经永远地改变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历史编纂。

《希腊—闪族比较论》卖得异常火爆。然而，评论非常不友善，以至阿斯特放弃了对该题目的继续研究。这些批评家以J．D.米利（J．D．Muhly）为首，他是为数不多的有资格与阿斯特进行辩论的人之一。米利是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懂得希腊语和阿卡德语。他宣称：“《希腊—闪族比较论》一书令人极端失望。该书并没有在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新的讨论，而只是对维克托·贝拉尔的理论回炉而已。”
(58)

 米利认为，阿斯特对于青铜时代的希腊和黎凡特之间的关系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米利还宣称，在抨击19世纪90年代的反腓尼基的学者如贝洛赫的过分言论时，阿斯特树立了一个稻草人，后者观点与现代古典学家不同。然而，这个论点的力度被米利的另外一句话削弱了：“我不打算为那些著名的古典学家业已发表的，而且仍在继续发表的关于近东文明的谬论辩护”（黑体由笔者标注）。
(59)



米利的第二句话是可以站住脚的，因为贝洛赫在他的学科的某些领域中仍广受尊敬，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贝洛赫的反腓尼基主义和20世纪50年代里斯·卡彭特的反腓尼基主义之间也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
(60)

 此外，米利指出现代大多数古典学家并不和他们的老师或师爷们一样有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的流行病，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仍要求他的读者相信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在其所形成的时代思潮中出淤泥而不染，相信那些创造了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学者们的观点——这些观点现在已被认为无法接受。

三年后，在1970年，米利在一篇题为《荷马和腓尼基人》的文章中重新进行抨击。在这篇文章中，根据本章前面所概括的流行看法的路线，他主张：没有考古证据表明腓尼基人在公元前8世纪前的地中海出现过，在地中海青铜时代土层中所发现的黎凡特物品是希腊人通过雇佣兵兵役或贸易带来的，甚至可能是旅游者携带的小古董。他断言，荷马笔下的腓尼基人是荷马自己时代的腓尼基人。米利认为荷马时代在公元前8世纪，这些腓尼基人所处的年代与特洛伊战争或迈锡尼时代晚期不在同一时期。米利明确而又热心地支持贝洛赫和里斯·卡彭特的论点，认为腓尼基人对希腊的影响不但时间靠后，而且非常浅薄。
(61)

 稍后我们还将谈到米利在20世纪80年代部分转变了自己的立场。


 阿斯特的继任者？J．C.比利希迈尔

尽管阿斯特对古典学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但他的作品的确在古代史学家中引发了一些反应。197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分校通过了J．C.比利希迈尔的一篇简短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标题是《卡德摩斯和希腊青铜时代闪族因素存在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这篇论文的内容比标题暗示的更大胆，因为它不仅接受了阿斯特关于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传说的观点，而且还超过了阿斯特，赞成达那俄斯埃及出身的传说。比利希迈尔还重申了许多被接受的希腊语单词和地名的闪米特词源，并重新复活了19世纪时被摒弃的一些闪米特词源。
(62)



七年后，在1983年，据称一家荷兰的小出版社将以书的形式出版比利希迈尔的博士论文。然而，出书计划在最后关头破产，至今也未能问世。由于不了解这件事的具体细节，我们无法透露任何确切的情况；另一方面，此事的结果似乎符合出版商“没有勇气”出版宣扬此类异端学说学术书籍的一般模式。
(63)

 正如索尔·莱文所说：

寻找一个心甘情愿的出版商的过程被证明比实际的研究工作还要慢，其过程的令人不快可以和研究工作中的欢欣鼓舞进行媲美。经验告诉我，等上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等来的却只是一封带有简短理由或根本没有理由的拒绝信。
(64)



这也是对我本人经历的一个很好的描述，而赛勒斯·戈登的晚期著作都交给由他的家人经营的一个小出版社来出版。下面我要提到的鲁思·爱德华兹，她因为她的出版社“在困难的时候接受出版这部作品”而十分感激。
(65)

 这个模式表明，通过控制大学出版社，以及通过对商业出版机构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些支持现状的学术界人士得以“维护权威”——按照他们的说法——或者，换句话说，得以压制反对正统观点的意见。


 折中的尝试：鲁思·爱德华兹

没有一个古典学家认为值得——或者能够？——应对来自戈登和阿斯特的挑战，全面捍卫自己的立场。然而，有个学者却试图通过把闪米特学家的成果的积极方面纳入“体面的”学术中来达成他们之间的和解。这就是鲁思·爱德华兹博士，斯塔宾斯博士的学生。我们在上文提到过后者对希克索斯征服的信念。鲁思·爱德华兹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68年，但她的书十多年后才问世。她的著作《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对我们所关心的话题极为重要。

她对阿斯特持批判态度。她猛烈抨击阿斯特通过神话相似性建立联系的做法，因为她认为很多联系是松散的，它们要么建立在对乌加里特文本的可疑解读之上，要么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要么只是普遍的民间传说主题的产物。
(66)

 她还怀疑阿斯特的词源研究，因为在处理纯粹辅音的西闪米特语字母表时不严格的做法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她也同样严厉批评了渊源批评家们否认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传说的古老性的做法：她指出，由于早期的希腊作家无人攻击过这些传说，所以渊源批评家们不得不依赖可疑的“默证”。她又接着证明了腓尼基殖民的传说的确由来已久。
(67)



总体上，爱德华兹博士坚持对待所有的传说都应极其小心，应尽可能地把普遍的民间传说主题排除在外。但她坚信有关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的传说包含着真实的迈锡尼成分，而且，她认同阿斯特的论点，认为来自传说的证据并不比其他来源的证据更主观。她这样写道：

有时那些敦促我们抛弃传说而集中精力研究其他来源的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来源比传说更客观。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考古学、语言和文献的客观性都只存在于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事实上，它们的客观性只局限于纯粹的观察和数据的描述中。一旦这些来源被加以阐释，便蒙上了主观的因素。在这点上，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考古学：一批同样的汇集在一起的手工艺品，处于同一破坏层，不同的考古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阐释方式。此外，考古学阐释也有迎合时尚的趋势。因此，在20世纪初，人们习惯把不列颠史前史中的物质文化的某些变化解释为外部入侵的结果。今天为了迎合本土发展的解释，这个观点遭到了普遍反对。同样，在希腊史前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19世纪90年代人们仍倾向于把许多青铜时代的成就解释为腓尼基人或其他东方人的成果……此后，克里特假想很快几乎被所有人接受，而目前，希腊大陆的独立性又受到普遍强调。因此，为重构史前史起见
 ，其他的来源本身并不客观；它们和传说的传统一样也受到同等程度的限制。史前史的研究总是根据有缺陷的、含糊的材料……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么使用传说作为证据也没有什么根本不合逻辑或不合理之处。
(68)



因此，虽然她承认了卡德摩斯传说——这暗示，她也承认了达那俄斯传说——的历史内核，但爱德华兹博士仍然无法确定这些传说指的是公元前16世纪的希克索斯殖民，还是公元前14世纪的贸易殖民。她还认为，这些传说允许创建底比斯的卡德摩斯要么来自克里特，要么来自近东，她更倾向相信后者。
(69)

 但是，她与她的导师斯塔宾斯博士和“即便有闪族的入侵，也无关紧要”的“瑟尔沃尔传统”保持一致，她明确声称，她唯一可以接近确定的是，没有进入希腊的大规模移民：

如果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有来自东方的大规模移民，人们会期待在考古记录中有更明确的踪迹，或者在东方文献里有某些记载。但这方面的证据目前尚未出现，语言材料也未能提供恰当的支持，因为（请阿斯特见谅）出现在希腊语中的闪语词相对很少而且可以解释为借词。
(70)



这里我们要注意考古学对“默证”的使用和语言论证的循环性，原话大体如下：“探究希腊单词的近东词源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持久的联系。由于借词的数量非常少，所以不可能有重大的联系……”

然而，尽管她小心翼翼地想与戈登和阿斯特保持一定距离，但毫无疑问鲁思·爱德华兹已经深受二人著作的影响。引人注目的是，比利希迈尔对她的博士论文一无所知，却采用了相似的工作方法。综合起来，我认为他们的工作表明，极端的雅利安模式正在摇摇欲坠。爱德华兹和比利希迈尔都毫无疑问地认为，当代的反犹主义已经影响到了关于腓尼基人的历史写作。此外——这里爱德华兹也继承了她的老师，斯塔宾斯博士——两人都坚持传说是研究史前史的合法信息来源。


 铁器时代腓尼基人的回归

阿斯特和他的继任者一直在唤起人们对青铜时代腓尼基人或迦南人的记忆，与此同时，也有人提议要恢复铁器时代早期爱琴海文明中腓尼基人的地位。比利时古典学家D.范·贝尔尚（D．Van Berchem）关于“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Hercules-Melqart）的避难所：对研究腓尼基在地中海地区扩张的贡献”的一系列论文发表于1967年，展示了公元前一千纪早期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地区影响的范围、深度和久远年代定位。
(71)

 接着，在1979年，另一个比利时学者居伊·比南的关于腓尼基扩张的重要著作问世了。在此书中，作者结合了以贝拉尔为代表讲法语的亲腓尼基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的自我意识，以及阿斯特对古典学的政治分析。
(72)



到1980年，甚至连米利的势力范围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受到影响。他的一个学生P．R.赫尔姆（P．R．Helm）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列举了大量最新的考古证据，暗示早在公元前10世纪腓尼基人就在爱琴海地区出现过。其中有一段表明，该学生做出的结论和他的老师强烈坚持的观点有分歧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该学生写道：

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说明，近东拥有海洋垄断地位的理论——它被拒绝作为青铜时代晚期爱琴海—东方贸易的模式——应该被复活以描述铁器时代早期的状况。这一理论的提出也不是为了复活“公元前8世纪的时代，学者们认为那时爱琴海地区到处都是腓尼基商人，带着他们的商品抵达希腊，教给希腊人更高的文明艺术”，即使现在，腓尼基商人被称为“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有丰富的证据表明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在这一时期经常参与海上活动。这里想要表明的是，东方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塞浦路斯的商人（很可能还有来自黎凡特海岸的商人）控制
 ［他在别处写道：塞浦路斯商品“实际上来自腓尼基”］。这些商人定期与爱琴海东南部地区，偶尔与基克拉迪群岛、埃维亚岛（Euboea）和阿提卡进行交易。
 （黑体由笔者标注）
(73)



现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米利自己也改变了立场。在一篇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中——显然他是被考古证据征服了——他认为西闪米特对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有巨大的影响。
(74)

 然而，尽管他自己的立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尽管赫尔姆得出了上述结论，米利仍执拗地坚持他在铁器时代早期爱琴海地区的腓尼基人问题上的立场。
(75)




 纳韦和字母表的传播

不出所料，闪米特学家的“反叛”在雅利安模式的薄弱处——字母表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抨击，与以色列建立后犹太人自信心的提升有明显的联系。而且，对字母表问题的挑战就来自以色列。在20世纪40年代，闪米特学家和碑铭研究家、耶路撒冷的图尔—西奈教授曾一直反对里斯·卡彭特的超近年代定位（ultra-low dating）；接着，由考古学家出身的碑铭研究家约瑟夫·纳韦（Joseph Naveh）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开路先锋之作，文章的标题为《关于希腊字母表的闪米特碑铭研究的一些思考》，从而开始了新一轮对字母表问题的挑战。
(76)

 纳韦完全从碑铭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早期希腊语铭文不确定的书写方向不像是腓尼基字母规则的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而是类似于腓尼基字母出现以前的迦南字母的不规则形式。相似地，许多希腊字母的形态，特别是A和∑
 都不是腓尼基字母的形态，而像更早时期的字母形态。纳韦进一步认为，早期希腊字母H和O与迦南字母的形式相同，而不是和腓尼基字母的形式相同。尽管与早期闪米特语字母的形状不同，字母Δ，Ε，Ν，Ξ，Π，Q，Ρ，
 可能还有Θ
 更可信地起源于晚期迦南语形式而不是腓尼基语形式。
(77)



纳韦能够认识到他的方案不能很好地解释K和M。这两个字母最早的例证似乎更像公元前850年左右时的腓尼基字母形态，而不像更早期的字母形态。对此他做了连篇累牍的解释，尽管原因非常复杂，他仍然相信更古老的字母和大部分证据最终能确定的时间是在腓尼基字母表标准化之前。我认为，由于他错误地接受了奥尔布赖特认为亚希兰铭文是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后的较近期的年代定位，根据“默证”的有效性，他小心谨慎地假定这一时期就是腓尼基字母的标准化时间，认为字母表传播的时间是在大约公元前1050年，从而把字母表传播的时间提早了五十年。
(78)



纳韦的这一论文发表在《美国考古期刊》上，卡彭特和厄尔曼也曾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尽管如此，正如其他对学术正统观点的挑战所经常遭遇的那样，他的论点也几乎无人响应。里斯·卡彭特学术观点的主要继承者，牛津的古典学家、早期希腊字母研究专家L.杰弗里博士把她的批评限制在短评范围：“尽管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希腊一方的空白仍然是一个问题，纳韦的文章仍值得引起希腊碑铭研究家的认真关注（他认为mu和psi不带尾巴的形式是早期的，这一论点是错误的）。”
(79)

 整体上，她和她的同事们仍继续以“里斯·卡彭特的基础工作”为基础；尽管现在，自从发现了可以确定是公元前8世纪时的希腊铭文以来，她们也倾向于认同大约公元前800年而不是公元前700年的日期。
(80)

 这一让步在不经意中推翻了卡彭特论点的主要依据之一，即需要亚述人把腓尼基人向西推进，还消除了他力图证明腓尼基人的影响是在希腊城邦形成以后的主要动机之一。

闪米特学家们对这一问题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立场。《圣经》学者、碑铭研究家凯尔·麦卡特（Kyle McCarter）教授，是伟大的奥尔布赖特的继任者、哈佛杰出的闪米特语碑铭研究家弗兰克·克罗斯（Frank Cross）教授的学生和同事，他力图在纳韦和卡彭特之间取得折中，给出了下列不确定的结论：

虽然希腊人可能早在公元前11世纪时就已经开始用腓尼基文字做实验，但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他们直到公元前8世纪初，才发展出了真正独立的书写传统。因此，我们最好把希腊系统描绘成以大约公元前800年的腓尼基文字为原型的派生文字。
(81)



我认为麦卡特教授强调两个借用时期是正确的。然而，他对正统观点的声明和对卡彭特观点的明显接受，显然容易让人误入歧途。事实上，麦卡特已经承认了纳韦的论点——因为，如果字母“实验”不是对字母表更早期的借用，它又能是什么呢？另一方面，麦卡特遇到的难题一直以来是个普遍问题，许多闪米特学家在字母表传播的时间上日益模糊其词，把它定位在公元前1100年和公元前750年之间。
(82)



然而，也有闪米特学家倾向于更久远的年代定位。克罗斯教授对古典学家的态度正在变得越来越武断。他在1975年很好地证明了字母表传播的近期年代定位和极端的雅利安模式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东方学家的立场来看，某些古典学家关于借用发生在晚期的权威观点已不再有分量：

（1）认为腓尼基人直到公元前8世纪或更晚时期才到达西方的观点纯属谬误。这是由默证带来错误的典型例证。从公元前11世纪以来，腓尼基人就与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岛屿和海岸有交往……

（2）希腊没有文字使用的延长的黑暗时代的理论看起来即将崩溃……对于东方学家，该理论……似乎非常站不住脚……

（3）大家普遍认为希腊字母表的借用刚刚早于现存最早的希腊铭文（现在被测定为属于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字母表被借用的时间和它在已知的最早的希腊铭文中出现的时间之间假定一个相当大的时间间隔，因为这样才能解释最早的希腊字母表与原始迦南语和腓尼基语线形字母类型序列之间的差距……

（4）关于希腊字母表的理论如果不能充分解释克里特、锡拉岛和米洛斯岛（Melos）字母表中的古老特征（类型上的古老），就无法经得起长久考验。我非常倾向于认为该字母表最初的传播者是西方的腓尼基人而不是东方的希腊人。
(83)



克罗斯教授的信念已经被最近在以色列的一些发现进一步佐证；特别是在特拉维夫外的Izbet Sartah村发现的公元前12世纪的初级读物或者说是一套完整的字母表，其上的字母看起来更像希腊罗马文字而不像后来的腓尼基文字。
(84)



然而，仍有一些闪米特碑铭研究家被如此大胆的观点吓坏了，他们为最近在Tell Fekheriye发现的铭文而欢呼雀跃。Tell Fekheriye地处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大约二百公里的内地。因为这个铭文中的字母具有很多“腓尼基文字出现以前”的特征（该铭文被尝试性地定位于公元前9世纪中期，但这并不是基于碑铭研究做出的判断），所以有人认为早期希腊字母表中的古代特征应该是在更近的时期才被传播过来的。
(85)

 但即使是这些学者也承认黎凡特海岸及紧挨海岸的内地到公元前9世纪时已采用标准的腓尼基字母书写。因此，Tell Fekheriye类型的字母表要到达希腊，必须跳过当时近东最富有、最有声望的腓尼基地区。这一论点的不可信性仅仅突出了保守主义的力量和相关的既得利益。

尽管有这种逆流，但毫无疑问，现在对字母表传播日期的定位一般趋向于往远推移。相对而言，即使那些宣称反对纳韦的学者一般也将传播日期认定为公元前10世纪。
(86)

 甚至还有人试图将日期定位于公元前11世纪以前。1981年，戈登的学生罗伯特·施蒂格利茨（Robert Stieglitz）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纳韦的假想过于保守，因为他认为字母表传播的最近可能日期是在腓尼基字母表形成之前。不管怎样，施蒂格利茨展示了晚期乌加里特语文字的证据，该证据表明包含22个字母的腓尼基字母表到公元前1400年在黎凡特地区出现过。而且，他还指出强大的希腊传说也表明在特洛伊战争以前希腊人就已拥有字母表。因此，他坚持认为在公元前14世纪时，字母表就已通过克里特说闪米特语的原克里特人得以传播。
(87)



1983年，我根据在黎巴嫩贝卡（Bek＜
 a）谷地的卡米德劳兹（Kāmid el Lōz）的一项新发现，提出过一个更早的传播时间。这一发现可以确定所谓的南闪米特字母表形成于公元前14世纪。
(88)

 在纵贯阿拉伯和叙利亚沙漠的地区都发现过用南闪米特字母写成的铭文，其中埃塞俄比亚字母是唯一幸存至今的南闪米特字母。它们与22个字母的迦南字母表及其派生物——包括腓尼基字母表、阿拉姆字母表和阿拉姆字母表的衍生物，即现代阿拉伯字母表——的最重大的区别之一是，南闪米特字母表中有多达30个字母来表示阿拉伯语和原始闪米特语中的辅音。的确，德国的闪米特学家和碑铭研究家勒利希（Röllig）和曼斯费尔德（Mansfeld）在卡米德劳兹发现的基础上，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迦南字母表源自更早出现的南闪米特字母表。
(89)



1902年，德国闪米特学家普雷托里乌斯（Praetorius）指出，萨穆德语（Thamudic）和赛法语（Safaitic）中两种最古老的的南闪米特字母表（它们不存在于迦南语中）与希腊字母表末尾处的所谓“新字母”Φ，Χ，Ψ，
 和Ω
 在视觉和发音上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出现在很多最早时期的希腊铭文中，但人们尚未找到它们的源头。普雷托里乌斯接着论证，这些字母起源于更早期的南闪米特类型的字母表。尽管包括阿瑟·埃文斯爵士和伟大的法国闪米特学家勒内·迪索（René Dussaud）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承认这些相似性，但这一设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被放弃了。
(90)

 放弃的理由似乎是因为这些理念与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和这几十年的考古学实证主义不融洽，后者使得学者们要求提供南闪米特语字母表早期存在的证据。

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这种早期存在的证据，我认为重新展开辩论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已建议安纳托利亚字母表、爱琴海字母表和其他字母表——以及那些来自地中海周围地区源自字母表的音节文字——都源自黎凡特地区曾使用过的一种字母表，其时间是在公元前15世纪或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城市开发包含22个字母的迦南字母表之前。
(91)

 要接受这一观点我们只需回归古代模式，回归希罗多德和其他古代作家的立场——约瑟夫斯是个例外——他们认为字母表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的某个时候，由卡德摩斯或达那俄斯引进希腊的。这一回归还将摧毁没有文字使用的黑暗时代的概念；而特洛伊战争前幸存的字母读写能力会反过来加强古典希腊人关于他们的青铜时代史，尤其是殖民传说报告的可靠性。

对闪米特字母表传播到希腊的较近期的年代定位的攻击只是对极端的雅利安模式总体上进行全面攻击的一个侧面。无疑，随着米利教授的转变立场，反对爱琴海地区的早期西闪米特存在的积极核心力量也随之瓦解。然而，这并不等于维护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相当强大习惯势力业已消亡。在此背景下，引人注目的是，《剑桥古代史》第三卷第一部分的最新版本《中东和爱琴海世界，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8世纪》有章节论述亚述、巴比伦、乌拉尔图（Urartu）、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新赫梯王国、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塞浦路斯和埃及——却只字未提当时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强国腓尼基。

尽管这卷书出版于1982年，但它的计划体现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重新思考之前很久的学术思想。例如，由牛津的古典学家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在1980年汇编的关于东方对希腊影响的参考文献表明，针对这一重大命题进行的研究工作少得多么可怜。而且，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大多数作者只是笼统地提到了巴比伦王国，他们更喜欢使用“陆上桥梁”，这样就能避免提到腓尼基。默里本人代表了放弃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潮流，似乎在腓尼基影响的问题上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他居然也将影响的时间定位于公元前750年之后；而腓尼基的全盛时期，以及希腊对诸如城邦和殖民等腓尼基制度的明显采用却发生在此之前。
(92)




 埃及人的回归？

无论这些观念，或者纳韦和克罗斯的观念能否被接受，它们得到辩论的事实就意味着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范式垄断地位业已动摇。因此，我相信，尽管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泛滥，种族主义复苏，对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挑战很有可能取得较快的成功。另一方面，恢复古典模式和埃及人地位的战役则需要较长的时间。的确，在支持曾存在埃及殖民地，和后来曾向在埃及学习的希腊人那里大量借用的主张方面，唯一被接受的学者是东德的埃及学家西格弗里德·莫伦兹。莫伦兹是一位受大家认可的、非常多产的学者，他最出名的是在埃及宗教方面的著述，他在1969年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书名为《欧洲和埃及的相遇》。

这部著作涉及了本卷书中讨论的几个领域。然而，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它与《黑色雅典娜》有根本的区别：它没有建立可以与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相比较的规划；尽管书的作者清楚地意识到知识社会学所涉及的一些力量，但该书特别反对对知识社会学详加解释。
(93)

 而且，莫伦兹没有考虑相当数量的语言借用的可能性；他也没有提到希腊对西闪米特文化的借鉴。然而，他坚持认为希腊和埃及之间的文化交往意义重大，特别是通过克里特的文化交往。
(94)

 他还明确宣称与达那俄斯有关的传说包含“历史内核”。
(95)

 他坚持认为“希腊人不仅在埃及了解了埃及神灵［例如，在诺克拉提斯（Naukratis）作为工匠和商人的希腊人，诺克拉提斯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建在埃及的一个殖民地］，而且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早就了解了。”
(96)

 他还确信柏拉图曾在埃及学习，并从中受益颇丰。
(97)



考虑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社会、智识和学术力量，不出所料，莫伦兹教授的观点大胆、学术论证翔实有力的著作并未引起多少关注。这部作品是与瑞士的学者们共同完成的，已经在西方出版。然而，它似乎对由黑尔克（Helck）教授所代表的西德埃及学主流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影响。黑尔克教授是古埃及与外部世界关系方面的智识和学术权威。莫伦兹的这部作品没有被译成英语或法语，据我所知除了讲德语的中欧（Mitteleuropa）国家，外界几乎对它一无所知。

《欧洲与埃及的相遇》对唯一的另一群相信埃及对希腊有重大文化影响的学者——美国黑人——也没有丝毫作用。闪米特学家，主要是犹太闪米特学家从学术圈的边缘与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对抗，而埃及人的美国拥护者大部分是黑人，他们完全从系统外部挑战雅利安模式。

极少数黑人学者，尤其是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在古典学领域内取得了成功。斯诺登是在一流的黑人大学、霍华德（Howard）大学任教的杰出古典学教授。他们把精力集中于搜集雅利安模式所承认的给予黑人的很少的功劳，同时也接受了该模式的两条禁律：不接受埃及文化中的黑人成分，否认亚非语因素在希腊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98)

 其他的学者因为更敏锐地意识到种族主义遍及了19和20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文化的每个角角落落，从而更加敏感。在这方面做出过努力的先驱者是乔治·G．M.詹姆斯，他是阿肯色州一所小学院的教授。他在1954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被盗窃的遗产：希腊哲学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而是北非人，即通常所谓的埃及人》。《被盗窃的遗产》不关心希腊的青铜时代基础，而是倚重古代的原始资料，展示希腊人承认在铁器时代向埃及人借鉴学识的程度。
(99)

 詹姆斯用一种相当随意的方式宣称，埃及人曾经就是黑人。该书结尾以一种动人的感染力呼唤黑人意识的转变：


这的确意味着一种精神解放，黑人将从传统谎言的锁链中获得自由
 ，几百年来这种谎言一直将黑人禁锢于自卑情结以及全世界的欺凌和侮辱的牢狱中。（他加的重点）
(100)



为了能使《被盗窃的遗产》的复本被康奈尔的大学图书馆接受，我不得不努力了两次，最后它被安置在了一个较小的分馆里。它不被认可为一本合适的书。它也不为黑人群体以外的人阅读。
(101)

 但在黑人群体的知识分子圈内，它非常有影响，而且受到高度评价。

《被盗窃的遗产》在人们心里通常与以已故的塞内加尔核物理学家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为先驱的思想学派联系在一起。迪奥普就他所认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埃及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著述甚丰，在此过程中他在整体上认为关于古希腊历史的古代模式和詹姆斯在《被盗窃的遗产》中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埃及文明的伟大成就和欧洲学者对这些成就的经常性诋毁；他确信，如希罗多德所确认的，埃及人就是黑人。
(102)



在一篇有趣的分析性文章中，当代黑人学者雅各布·卡拉瑟斯（Jacob Carruthers）把研究这一问题的黑人学者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好吵架的人”，他们

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但很真诚地致力于搜集关于黑人史的真相，以摧毁有关黑人历史和文化低劣的弥天大谎。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就采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料，并从中挤出足够的真相。
(103)



第二类包括了乔治·华盛顿·威廉斯（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W．E．B.杜波依斯（W．E．B．Dubois），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安东尼·诺格拉（Anthony Noguera）和阿里·马兹鲁伊（Ali Mazrui），他们

只论证了黑人和其他种族一起建构了埃及文明。这种努力……完全沦为欧洲历史编纂的奴隶……还要求承认黑人参与创造了古希腊时代（这一点恰当理解的话，是真实的），但大体上这些“黑鬼知识分子”没有领会真正的意义。
(104)



卡拉瑟斯把第三类看成“好吵架的人”的延伸。他们包括迪奥普、本·约翰南（Ben Jochannan）和钱塞勒·威廉斯（Chancellor Williams）。他认为这些人“发展了跨学科能力，以掌握关于非洲过去的事实，这是非洲历史编纂基础的必要成分……”
(105)

 。

然而，毫无疑问，“好吵架的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多数黑人将不能像斯诺登教授一样接受对男的或女的白人学者的顺从。虽然黑人知识分子严阵以待的立场使团结的呼声变得很有必要，但我怀疑卡拉瑟斯所说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学者之间的战争仍将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目睹了黑人学者在古埃及人“种族”属性问题上持续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埃及文明的高品质和它在希腊形成中的核心角色并没有严重的分歧。而且，他们对闪米特文化普遍持敌视态度，尤其当大家认为它影响过埃及时。与此同时，虽然除莫伦兹之外，白人学者越来越愿意承认西闪米特人在创造希腊文化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仍很不情愿承认埃及对希腊文化的根本性影响。
(106)

 本书的一个方面就旨在调和这两种敌对的态度。


 修正的古代模式

有趣的是，我发现把我本人和我对修正的古代模式的提倡置于黑人学术圈比放在正统学术圈内更加容易。我认为自己属于卡拉瑟斯所划分的第二类学者，也就是被他斥为“黑鬼知识分子”的人。我很高兴能与杜波依斯、马兹鲁伊和其他一些杰出的学者为伍，他们虽然没有把所有的古埃及人描绘成与今天的西非人相似，但在本质上把埃及看成非洲的一员。

这表明了学术界内构成本卷书背景的思想的孤立。然而，我相信现在修正的古代模式在古典学家和一些古代史学家中所引起的愤慨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为什么我这样想呢？首先，我相信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瓦解，以及古代史中引进外在性（externalism）和相对论在总体上对整个现状具有颠覆作用。然而，令我确信修正的古代模式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在开明的学术圈内部，雅利安模式的政治和智识基础都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自从20世纪40年代起，伴随着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政策，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已经失去了人心。从那时起，反犹主义不得不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种族主义也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而不得不变得更加狡猾。同样重要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神秘性大大失去信心，对实证主义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这样——除了语言领域的可能例外外——极端的雅利安模式虽然宣称自己经过了专家的科学证明，但已不足以保护它免受常识的检验。

随着本人研究的进行，经常有相关的外界人士告诉我，他们发现我的历史规划比学术权威们提供的规划更为可信。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传说中的殖民是非常不可能的；为什么不能像对待其他语言那样来对待希腊语，为什么希腊语不可能受到过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深厚影响；为什么希腊人不可能，像希罗多德和其他古希腊人坚持的那样，从埃及引进宗教；或者，为什么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可能在埃及学到了很多科学和哲学知识？简言之，雅利安模式在种族和科学上的存在理由都不能再作为体面的支柱。没有了这些支柱，它终将倒塌。而这是结论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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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试图用前面的几百页来展示这一宽广博大、极其错综复杂的主题的某些方面，但也只不过是像汉语成语形容的那样“走马观花”而已，因此，力图用12个段落来总结全书实在可笑。

在绪论中，我介绍了我对过去一万年里西亚和北非历史的总体观点，而且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对公元前两千纪、横跨地中海东部的文化交流的看法。在结论部分，我打算集中谈谈第一卷书的主题，“编造古希腊”；也就是人们认识希腊文明起源模式的变化。然而，在深入解释之前，我想重申一下，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之间并不一定水火不容。的确，虽然我提出的修正的古代模式像其名称所体现的那样，是古代模式的一种形式，但它也吸收了雅利安模式的很多特征，包括在某一历史时期曾有大量的讲印欧语的人从北方涌入希腊的核心信念。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这两个模式之间实际上存在相当多的竞争，这也正是我力图在这里研究的问题。

本书主体的开头部分描写了，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5世纪之间，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和后来的异教徒希腊人对他们远古历史的看法。我试图追溯他们自己对祖先曾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文明化的看法，以及后来的希腊人在埃及学习所产生的影响。我力图展示，基督教和犹太《圣经》传统以及埃及宗教和哲学之间的矛盾关系：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明争暗斗，但直到18世纪，无疑各方面都把埃及看成了包括希腊人的、所有“非犹太人的”哲学和学问的源泉，而且各方面都认为希腊人只是设法保存了部分的“非犹太人的”哲学和学问。由此而产生的失落感，和对恢复所失落智慧的追求，成了17世纪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我接着指出，在18世纪初埃及哲学怎样严重地威胁了基督教。共济会会员们大量利用了埃及智慧的形象，成为启蒙运动中攻击基督教秩序的核心力量。与18世纪亲埃及的人所提倡的“理性”概念相对的，是希腊人的情操和艺术完美理想的发展。而且，随着同一时期殖民地的扩张，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不断增强，导致了只有在温带气候中生活的人们——即欧洲人——才具有真正思考能力的错误见解。这样，古埃及人——虽然他们的肤色还不确定——因为生活在非洲，便丧失了作为哲学家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远古，他们也因新的“进步”范式的建立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样，到18世纪之交，希腊人不仅被认为比埃及人更敏感，更艺术，而且被视为更优秀的哲学家，和货真价实的哲学创始人。我认为由于希腊人在此时被视为智慧和敏感的典范，那些睿智的反革命知识分子把对希腊人的研究看成重新联合被现代生活异化的人们的一种方式；甚至是面对法国大革命，重建社会和谐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所知的古典学创立于1815—1830年之间——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时期。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希腊独立战争，它团结了所有欧洲人，以反对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传统穆斯林敌人。

这场战争，以及支持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亲希腊运动，完善了希腊作为欧洲典型的本来就很强大的形象。此时，古希腊人被视为完美无缺，超越了历史和语言的法则。因此，如果人们在此时像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那样来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任何方面，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亵渎。而且，随着19世纪早期狂热的有步骤的种族主义的高涨，古代关于希腊是一种曾被非洲人和闪米特人教化的混合文化的观念，变得不仅令人讨厌而且没有科学性。就像人们不得不漠视“轻信的”希腊人有关塞壬和半人半马的怪物的故事一样，人们也不得不拒绝希腊曾被低等种族殖民的传说。自相矛盾的是，19世纪越崇拜希腊人，就越不尊重希腊人对自己历史的书写。

我认为古代模式的毁灭完全是所有这些社会力量和19世纪的北欧人强加给古希腊人的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没有什么内部力量——或关于古希腊知识的进步——可以解释这种变化。说到这里，我认为雅利安模式的建立极大地得益于印欧语系的确立和希腊语基本上是印欧语这一毫无疑问的事实。印欧语系的建立虽然受到浪漫主义的启迪，但仍是一项内部成就。但是这里，在19世纪20年代摧毁了古代模式的同样的社会和智识力量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变得更加强大。很明显，在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愈来愈“北方的”古希腊形象中，这些力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那种认为只有19世纪的人才懂得如何“科学”思考的观点也给了学者们——主要是德国学者们以信心，使他们抛弃了古人对早期希腊历史的描写，并且完全不顾古人重新编造了自己对古希腊的描写。

随着19世纪种族主义的加强，对埃及人的憎恶也与日俱增。埃及人不再被看成希腊的文化鼻祖，而成了彻底的异族人。埃及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因此得以发展，以便研究这种异族文化，同时也保持和进一步强化埃及与希腊、罗马“正宗”文明的距离。

埃及的地位随着19世纪20年代种族主义的上升而下降；腓尼基人的地位也随着19世纪80年代种族反犹主义的高涨而衰退，并于1917年到1939年间，在反犹主义达到最高峰时崩溃。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下述观点已牢固确立：希腊不曾在文化上和语言上向埃及和腓尼基有过相当数量的借鉴，殖民传说只不过是迷人的谬论，希腊的智者曾在埃及学习的故事也同样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些观点在1945年到1960年间依然存在，即使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已遭到学术界的普遍质疑。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极端的雅利安模式一直遭到猛烈的抨击，这些抨击多来自犹太人和闪米特学家。现在，迦南人和腓尼基人在古希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愈来愈得到认可。然而，认为希腊文明多半溯源于埃及的传统观念仍受到排斥；在希腊语研究方面——这是浪漫主义和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的最后堡垒——任何关于亚非语对希腊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言论都被斥为荒诞。

我在本书中始终想要申明的要点是，古代模式之所以被雅利安模式摧毁和取代，并非因为其自身的学术缺陷，也并非因为雅利安模式的解释更加合理有效；真正起作用的原因是，雅利安模式使希腊历史以及希腊与埃及和黎凡特地区的关系符合19世纪的世界观，特别是符合系统化的种族主义。从那时起，构成了这种世界观核心的“种族”观念和欧洲人绝对优越的观念一直遭到道德上和探索上的质疑。可以公正地讲，现在我们可以把雅利安模式的产生称为罪恶和错误的。



附录　非利士人是希腊人吗？

我们在第一章讨论了佩拉斯吉人和非利士人这两个民族名称之间存在可信的联系，因此，考量非利士人和克里特之间的联系将是有用的。
(1)

 无人怀疑被埃及人称为Prst的民族来自西北方，但关于他们是来自克里特岛等岛屿，还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大陆却有相当大的争议。

英国考古学家桑达斯（Sandars）博士认为，埃及的文本表明Prst（非利士人）是走陆路到达黎凡特地区的。这表明这是一次安纳托利亚的入侵，而不是爱琴海的入侵。而且，在埃及的文本中Prst与Trš有关，Trš似乎是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特洛伊人或Tyrsēnoi人。
(2)

 在《圣经》中非利士王子被称作se
 rånîm，这个头衔可能来自新赫梯语的Sarawanas/Tarawanas，或者源于据信借自吕底亚语的希腊语tyrannos［暴君（tyrant）一词就由此而来］。非利士巨人歌利亚（Goliath）的头盔被称为qôba＜
 ，它可能取自赫梯语的同义词kupaḫḫi。
(3)

 歌利亚这个名字本身也与吕底亚名字Alyattes有关。
(4)

 最后，吕底亚历史学家赞瑟斯（Xanthos）讲述了一个名叫墨普索斯（Mopsos）的吕底亚英雄从吕底亚前往非利士的故事。
(5)

 所有这些证据都被用来证明非利士人来自安纳托利亚而不是克里特。

然而，这些论点都只是外强中干。考虑到希腊人在这一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2世纪——的塞浦路斯和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潘菲利亚（Pamphylia）和西利西亚的活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有些希腊人不能经由陆路而来。根据诗人卡利诺斯（Kallinos）在公元前7世纪的描述：“不同的民族在墨普索斯［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位希腊英雄］的领导下，穿越了托罗斯山脉（Taurus），有部分人留在了潘菲利亚，其他的人则四散开来，有的住在西利西亚，还有的住在叙利亚，最远的落脚在腓尼基。”
(6)

 这个描述与公元前12世纪早期拉美西斯三世铭文上的记载非常相似：

……至于那些外国，它们在海岛上共策密谋。突然陆地移动起来，在战争中四分五裂。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它们的武器前屹立不倒：Hatti［赫梯人的安纳托利亚中部］，Qode［西利西亚］，Karkemesh［幼发拉底河上游］，Arzawa和Alashiya［塞浦路斯］。它们被隔绝，在阿穆尔［Amur，叙利亚］安营扎寨……它们的同盟是Prst，Ṯkr，Šklš，Dnn和Wšš。
(7)



请注意拉美西斯三世把密谋看成开始于“海岛上”，这些海岛暗指爱琴海诸岛、西西里岛甚或撒丁岛（Sardinia）。铭文似乎还表明，Prst曾出现在“海上民族”最后的战役中。

我们还应该注意，这里Prst和ṯkr联系在一起。ṯkr也在巴勒斯坦定居，或许与希腊英雄透克罗斯（Teukros）有关系。我们几乎可以肯定Šklš这个名字与西西里有关，Dnn与但努那人（Danuna）和达那厄人有关。Trš没有被列在这一事件中。
(8)



Srnm的词意是“王子”，它出现的乌加里特文本表明，不管这个词与安纳托利亚语是否有联系，se
 rånîm在入侵前的黎凡特地区已经通用，且不能与入侵的“海上民族”中的安纳托利亚人直接挂钩。
(9)

 Qôba＜
 可能与赫梯语kupaḫḫi有关，但赫梯人经常出现在《圣经》时代的巴勒斯坦，赫梯语曾经影响了那里的迦南方言几乎是没有疑问的。
(10)

 而且，并不只是非利士人才戴qôba＜
 。阿斯特曾指出，扫罗、埃及人、巴比伦人、推罗雇佣兵甚至耶和华本人都戴过这种头饰。
(11)

 歌利亚和Alyattes之间有联系是可能的，但根据《撒母耳记》，歌利亚属于迦特（Gath）的Re
 på＞
 îm，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现代学者J.斯特兰奇（J．Strange）认为，Re
 på＞
 îm有可能是迦南人。
(12)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似乎不能成立。更可能的情况是，像西闪米特的Ditanu和希腊的提坦神一样，Re
 på＞
 îm是巨大的死人的精灵。
(13)

 因此，Re
 på＞
 îm的称号可能只指歌利亚的块头，歌利亚/Alyattes之间有联系是可能的。

赞同安纳托利亚移民的最有力的论点仍然是吕底亚人墨普索斯从吕底亚前往非利士的阿什凯隆（Ashkelon）的吕底亚传说。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也有关于由希腊人墨普索斯和别的希腊英雄领导的、经由安纳托利亚和塞浦路斯到达黎凡特的远征的传说。在西利西亚的卡拉泰佩（Karatepe）发现的公元前8世纪时使用赫梯象形文字——或卢维文——和腓尼基文的双语碑铭，足可肯定希腊墨普索斯传说的真实性。碑铭上讲述的是Dnnym王国和一位先人的事迹，这位先人卢维语称为Muksas，腓尼基语称为Mps。
(14)

 令人困惑的是，种族名称表明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而王朝建立者的名字却表明是安纳托利亚殖民地，这就支持了安纳托利亚的传说。因此，多种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海上民族侵略”时代的黎凡特地区已包含了安纳托利亚成分。

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讲希腊语的人也曾参与其中。首先，《圣经》传统一贯讲非利士人来自伽斐托（Kaphtôr
 ）、克里特或爱琴海南部。
(15)

 也有文献把雇佣兵称为Ke
 rētî
 和Pe
 lētî
 ，这两个名称通常被同时提到，有时与非利士人作类比；通常人们认为这些雇佣兵是克里特人和非利士人。他们通常和大卫联系在一起，大卫不仅抗击非利士人也为他们作战。
(16)

 人们还应该注意希伯来语中含有十分充分的名称来表示安纳托利亚诸民族：Ḥittî
 ，也就是经常出现的赫梯人，Tǔbal，Mešek
 和Tîrås
 ——最后一个民族很可能就是埃及的Trš和特洛伊人。尽管如此，非利士人与这些民族都没有联系，却专门不断地与伽斐托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非利士人和克里特岛之间的圣经联系。

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引人注目的是，主要发现于和《圣经》时代的非利士人有关地区的所谓“非利士陶器”由当地人制作，却类似于被称为迈锡尼文化第三期C IB的风格。最相似的风格来自西利西亚的塔尔苏斯（Tarsus）、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一风格起源于爱琴海，发现过它的其他地区都非常符合这一时期关于希腊殖民的报告。
(17)

 考虑到非利士与埃及相邻，而且很多海上民族为埃及人充当雇佣兵，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的非利士文化表现出的强烈的埃及影响并不出人意料。因此，将非利士人和爱琴海相联系的书面证据和考古证据相一致的程度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很罕见的。然而，尽管如此，以色列考古学家多森（Dothan）博士在她的有关非利士人的鸿篇巨制中承认，非利士人的物质文化源自爱琴海，但她又坚持认为非利士人是伊利里亚人（Illyrians）、色雷斯人或安纳托利亚人；事实上，可能是除了希腊人以外的任何民族。
(18)



如果我们假定——这是大概可能的——大量的非利士人出身于克里特和爱琴海地区，并且制造了迈锡尼陶器，那就极有可能他们讲的是希腊语。尽管如上所述，有一种非古希腊的原克里特语直到希腊化时代仍在克里特岛存在，但我们从B类线形文字得知，早在最早提到Prst的文献出现以前一百多年，希腊语就已经在该岛占据了统治地位。

还有别的证据表明非利士人与希腊有联系。亚述文本提到过某个Ia-ma-ni或Ia-ad-na，这两个同意异形词都指“希腊人”，他夺取了非利士城邦阿什杜德（Ashdod）的王权，并在公元前712年起兵反叛亚述。关于这个人是希腊人还是一位当地首领仍有很大争议。
(19)

 尽管人们已经明确确定非利士人被迅速闪米特化，但是通过采用某些有影响的公元前8世纪的非利士人是希腊后裔的设想，就能解决关于Ia-ma-ni的问题。

在公元前7世纪锡西厄的入侵和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的流放之后，“非利士人”的名字似乎被来自该地区两个主要城市的名字加沙人（Gazan，＜azzåtî
 ）和阿什杜德人（Ashdodite，＞
 ašdôdî
 ）部分取代。大约公元前400年时，尼希米（Nehemiah）谴责犹太人与阿什杜德妇女通婚，并提到“阿什杜德语”（＞
 ašdôdît）对“犹太人的语言”（Y e
 hûdît）是一种威胁。
(20)

 后一个词的意思还不确定，但因为阿拉姆语和希伯来语当时都为犹太人口头使用，所以尼希米不可能关心某种西闪米特语。另一方面，希腊语当时在整个地中海东部迅速扩张，似乎是一种更有可能的威胁。《圣经》中没有“希腊语”这个词。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建议，尼希米所说的＞
 ašdôdît
 就是指“希腊语”——这是希腊人和非利士人有联系的又一个标志。

这一时期非利士和希腊有交往的进一步证明是，在大约公元前400年，加沙是雅典以东根据雅典的重量单位铸造硬币的唯一城市。然而，我们应当注意，这些硬币上刻的是腓尼基字母——有些硬币上的刻字甚至可以被读作Yhd（犹太人）或Yhw（耶和华）——上面还刻有一尊坐像，似乎就是以色列的神。
(21)

 从该城发现的其他硬币上面还刻有MEINΩ
 ，这应该与克里特的弥诺斯有关。
(22)



尽管雅法（Jaffa）和加沙激烈抵抗亚历山大大帝，但该地区随后的希腊化的彻底性远远超过了腓尼基或朱迪亚。正如伟大的希腊化时期历史学家维克托·切里科夫（Victor Tcherikover）所暗示的，这似乎显示了向着希腊文化靠近的倾向。
(23)

 例如，拜占庭的斯特凡诺斯（Stephanos of Byzantium）在公元5世纪写道，加沙崇拜的神灵马纳（Marna）就是Zeus Kretogenes，“出生在克里特的宙斯”。
(24)



总而言之：与“海上民族”入侵最相似的类比似乎就是十字军东征。一波又一波北方的侵略者在一个混乱的时期通过陆地和海洋到来；为寻找战利品和能定居的土地，他们一群又一群地在彼此的地盘上往返奔波。十字军战士大部分都讲罗曼语，但由不同的方言民族构成，他们还包括德国人和英国人。同样，海上民族似乎也由不同的语言群体组成，包括说希腊语和安纳托利亚语的人。尽管其他群体可能大部分由说安纳托利亚语的人构成，非利士人却绝大多数是讲希腊语的人，这是有可能的。然而，直到B类线形文字被解读成希腊文，非利士人与克里特之间的联系也不存在问题；可以很容易把他们看成前古希腊人。自从1952年以来，学者们不认可非利士人和希腊人之间存在联系的有力证据，这只能用19和20世纪的观点来解释，这种观点视“非利士人”为古希腊人的严格对立面——文化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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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添加词缀或黏着法构词（affixing or agglutination）：

在不影响词根的情况下，对词语添加前缀、后缀或中缀。这一术语所描写的语言不包括有屈折变化的语言
 或孤立语
 。最广为人知的黏着语是阿尔泰语系，其中心例子是土耳其语和蒙古语，但这一语系还包括相隔如此遥远的语言如日语和匈牙利语。

亚非语系（Afroasiatic）：

又称闪含语系，一个语言“超家族”，由若干语族组成，包括柏柏尔语族
 、乍得语族、埃及语族
 、闪米特语族
 以及东、南和中库希特语支。

阿卡德语（Akkadian）：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语
 ，受到苏美尔语
 的极大影响，也影响着苏美尔语
 。大约公元前一千纪中期被阿拉姆语代替。

外邦人（Allogenes）：

希腊城市中的外国人，其权利比奴隶要多，但比公民要少。

安纳托利亚（Anatolia）：

古代一地区，大约相当于现代土耳其。

安纳托利亚语族（Anatolian）：

安纳托利亚的印度—赫梯语
 ，但非印欧语
 诸语言。它们包括赫梯语
 、巴莱语、卢维语、利西亚语
 、吕底亚语
 ，大概还有卡里亚语和伊特鲁里亚语
 。

阿拉姆语（Aramaic）：

一种西闪米特语，原本在现今叙利亚境内部分地区口头使用，后来成为亚述帝国、新巴比伦
 帝国和波斯帝国
 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取代了腓尼基语
 和希伯来语两种迦南语
 方言。它自己被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取代，虽然在一些偏僻的村庄它直到今天仍然残存。

古风希腊（Archaic Greece）：

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在这一时期，希腊城邦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奴隶社会建立起来。

亚美尼亚语（Armenian）：

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一个古代民族的印欧语。有时据信它尤其接近希腊语。但是，由于现存最早的文本只能追溯到公元4世纪，相似点可能是希腊语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与闪米特语共同接触的结果。

雅利安人（Aryan）：

这个术语用来描述印欧语
 系的印度—伊朗语分支的使用者。他们在公元前两千纪的上半期好像侵略了伊朗和印度。在公元19世纪晚期，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称作为一个整体的印欧语“种族”。

亚述（Assyria）：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个古代王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它最辉煌的时期是公元前两千纪末以及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其语言原本是阿卡德语
 的一种方言。

亚特兰蒂斯（Atlantis）：

柏拉图笔下沉于大西洋海底的土地；现代作家把它可信地等同于锡拉岛。

原子论（atomism）：

认为物质由极小的不可再分的粒子组成的信仰，由德谟克利特于公元前5世纪提出，他曾与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一起学习过，也在埃及学习过。后来，原子论在伊壁鸠鲁学说信奉者中间流行。在19世纪，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复活了原子论。

土著的（autochthonous）：

当地的或土著居民的。

巴比伦（Babylon）：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中部的古代城市。数个重要王国的中心，最后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538年之间的新巴比伦帝国的中心。

柏柏尔语族（Berber）：

非洲西北部原住民口头使用的诸语言。在从埃及的西部沙漠到摩洛哥的山区或偏僻地区，它们至今仍然被口头使用。

波海利语（Bohairic）：


科普特语
 方言，原本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地区口头使用，后来成为整个基督教埃及的标准语言。

波伊奥提亚（Boiotia）：

希腊中部地区，在青铜时代以其财富和权力而闻名。它主要的地理特征是浅湖科帕伊斯湖，大约青铜时代早期末的某个时候湖的大部分被排干。波伊奥提亚的主要城市是底比斯。

毕布勒（Byblos）：

位于现今黎巴嫩南部的古代港口城市。它自从公元前四千纪以来与埃及有着密切交往，是黎凡特地区最重要的城市，直到公元前两千纪末它被西顿的兴起所超越。

别名（byname）：

辅助的名字。

仿造（calque）：

从另一种语言对一种表达或习语的字面借用。

迦南语（Canaanite）：

一种闪米特语言，受到埃及语很深的影响，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口头使用，公元前500年时被阿拉姆语
 取代。腓尼基语
 和希伯来语
 是最广为人知的后来的迦南语方言。“迦南的”也用来描述青铜时代晚期，即大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100年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的物质文化。

卡里亚（Caria）：

安纳托利亚西南部一地区。其语言大概是安纳托利亚语
 ，但有可能是非印度—赫梯语
 。卡里亚语的字母铭文来自公元前6世纪。

清洁派教义（Catharism）：

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Kathar-“清洁的”。中世纪欧洲的一组摩尼教
 异端，首先被记载于9世纪的保加利亚。最著名的中心是12世纪的朗格多克，又称阿尔比派教义。

陶器时期（ceramic period）：

考古学家以陶器风格为基础重构的时间段。

古典希腊（Classical Greece）：

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产生了希腊天才最伟大和“最纯洁”的作品。

公元（Common Era）：

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使用的术语，以避免“耶稣纪元”（AD，Anno Domini）这一术语的宗派主义。

科普特语（Coptic）：

基督教埃及的语言和文化。它的口头使用直至公元15世纪或16世纪，现在仍然是埃及基督教的礼拜仪式用语。它用希腊字母书写，有一些额外的字母源自世俗体
 ，它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

楔形文字（cuneiform）：

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字系统，用钉子形状的楔子按进湿泥写成。

（基督教的）黑暗时代［Dark Ages（Christian）］：

一个历史时期的习惯名称，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中世纪之前，通常认为中世纪开始于9或10世纪。

（希腊的）黑暗时代［Dark Ages（Greek）］：

希腊一个历史时期的命名，在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宫殿覆亡之后，公元前8世纪古风希腊兴起之前。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

这些古卷于20世纪40年代发现于死海之上的山洞里。多数讲述生活于附近的犹太教派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宗教和机构生活。它们很有趣地烛照了艾赛尼派信徒
 和基督教的起源。

自然神论者（deists）：

17和18世纪的一组思想家，排斥形式宗教，但认为自然可以证实上帝的存在。他们对基督神性的怀疑也使他们信仰阿里乌教义或上帝一位论。

世俗体（Demotic）：

严格说来，世俗体是源自象形文字
 和僧侣书写体
 的文字，公元前7世纪以后在埃及使用。也用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语言。

树木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

用查树木年轮的方法来确定树木和考古环境的年龄。

齿音（dentals）：

舌头抵住牙齿形成的辅音，例如d和t。

义符（determinative）：

象形文字对一个词语的表现的元素，代表它的意义，与声音相对。

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keliotes）：

来自西西里的希腊历史学家，约公元前80年到约公元前20年，以他的《历史图书馆》闻名。

多利安人（Dorians）：

源自希腊西北部的一个希腊部落，公元前12世纪侵占了希腊南部大部分地区。最著名的多利安人国家是斯巴达。

青铜时代早期（Early Helladic）：

一个陶器时期
 ，应用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希腊大陆，大约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000年。

弥诺斯早期（Early Minoan）：

青铜时代早期的克里特的陶器时期
 ，大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

埃卜拉（Ebla）：

叙利亚一古代城市，20世纪70年代首次发掘。大约公元前2500年时，它有巨大的贸易网络和覆盖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帝国。

埃卜拉语（Eblaite）：

埃卜拉的语言，一种独立的闪米特语言，可以有用地被视为迦南语的前身。

埃及语（Egyptian）：

这里不是指现在埃及口头使用的阿拉伯语方言，而是指古代埃及的语言，它是一种独立的亚非语
 。它可以划分为古埃及语，大约公元前3250年到公元前2200年的古王国口头使用；中期埃及语，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750年的中王国口头使用，在此后1500年间它一直是官方语言。没有修饰语的“埃及语”称呼通常指中期埃及语。晚期埃及语到公元前16世纪时被口头使用，但直到这个千纪末才经常地用于书写。我认为，对希腊语影响最大的是晚期埃及语。关于后来的阶段，世俗体
 和科普特语
 ，参见上文。

埃及异教信仰（Egypto-Paganism）：

笔者发明的术语，指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异教宗教，它坚持多神教中埃及的中心性和原初性。

别名（epiclesis）：

姓或另外的名字。

伊壁鸠鲁学说信奉者（Epicurean）：

伊壁鸠鲁创建的思想学派，信奉哲学的目的是通过智识乐趣或心灵宁静达到生活幸福。它后来被有名地简化为“吃喝玩乐，因为我们明天会死”，一神教徒认为它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的缩影。

伊壁鸠鲁（Epicurus）：

伊壁鸠鲁主义的希腊创建者，公元前341年到公元前270年。

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大约公元前275年到公元前195年。希腊学者，亚历山大大图书馆的图书馆员。首位测量地球周长和倾斜角度的希腊人。

艾赛尼派信徒（Essenes）：

一个苦修的犹太教派，在基督生活前后以社群形式居住在朱迪亚和其他沙漠。死海
 古卷被可信地归属于艾赛尼派信徒，它倾向于肯定艾赛尼派宗教组织和信仰在基督教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理论。

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

古代意大利的文明。古代占优势地位的观点是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吕底亚
 。其语言没有被很好地理解，有可能是安纳托利亚语
 。附近的利姆诺斯岛
 上发现的铭文是一种关系很密切的语言。伊特鲁里亚语
 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受到腓尼基文明很深的影响。它本身在拉丁文化形成过程中起了中心作用。

欧多克索斯（Eudoxos）：

希腊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来自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尼多斯。曾在埃及学习。大约生于公元前400年，卒于大约公元前350年。

犹希迈罗斯主义“神话即历史论”（euhemerism）：

犹希迈罗斯的理论，即人们普遍崇拜的神灵实际上是被神化的英雄。由此延伸，这个词被用来指称以理性术语来解释或简化宗教信仰。

犹希迈罗斯（Euhemeros）：

哲学家，大概是腓尼基血统，活跃于大约公元前300年。

发生学的（genetic）：

语言之间的“发生”关系是指它们据信来自同一个父亲或祖先语言。例如，法语和罗马尼亚语有“发生”关系，因为尽管它们之间有很多差异，但都源自俗拉丁语。

诺斯替教徒（Gnostic）：

基督教和犹太教派的名字，坚持认为在普通信仰者的宗教后面，存在另一个更高的宗教，只有那些“知道”——希腊语gnō-——的人才可以接近它。

天衣派信徒（Gymnosophist）：

裸体的哲学家，希腊人称呼印度或埃塞俄比亚圣人的名字。

哈拉帕（Harappa）：

这一地点或另一地点，摩亨朱达罗（Mohenjo Daro）的名字被用来指代印度西北部从大约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繁盛的古代文明，公元前1700年，它大概被从北方侵略的雅利安人破坏
 。这一文明的文字尚未被破解，但有可能其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诸语，今天在印度南部盛行，在巴基斯坦西部口袋形被围的地方仍然口头使用。

哈西德派教徒（Hasidîm）：

源自希伯来语ḥåsîd（虔诚的）的名字，被用来指两个犹太宗教运动：第一个是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175年反抗塞琉西王朝
 将犹太人希腊化的运动，第二个是公元18世纪针对塔木德犹太教理性主义的弥赛亚反抗。

希伯来语（Hebrew）：

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在以色列、犹大王国和摩押王国口头使用的迦南语方言。由于宗教原因，它经常被视为独立的语言，随着其他迦南语方言的消失，它自那以后成为独立的语言。

希腊青铜时代文化的（Helladic）：

称呼希腊大陆三个陶器时期
 的名字，大概相当于克里特的弥诺斯陶器时期
 。

古希腊的（Hellenic）：

希腊的或说希腊语的，但尤其与希腊北部的塞萨利相联系。自从18世纪晚期以来，这个词获得了许多高贵以及北部和雅利安“血统”的含义。

希腊化的（Hellenistic）：

整个地中海东部希腊文化的名字，时间上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4世纪末的征服到公元前1世纪这一地区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

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峡，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

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Hermetic Texts）：

神秘、魔术和哲学文件的集合，大概在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首先用世俗体写成和/或公元200年到400年用科普特语写成，被归属于神灵透特/赫耳墨斯。它们后来对赫尔墨斯神智论
 具有中心意义。

赫尔墨斯神智论（Hermeticism）：

对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
 的魔术、神秘和哲学力量的信仰。赫尔墨斯神智论运动存在于古代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

希罗多德（Herodotos）：

希腊最早的历史学家，来自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karnassos），大约生于公元前485年，卒于大约公元前425年。

僧侣书写体（Hieratic）：

大约公元前2500年逐渐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埃及文字。它将正式的图画象形文字改变为草书文字，但仍然建筑在同样的原则之上。

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

公元前四千纪晚期首次被证实使用的埃及文字。它由字母、双重字母、三重字母的语音符号以及表明词语意义范畴的“义符”构成。

赫梯（Hittite）：

公元前两千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帝国。其语言属安纳托利亚语，书写形式是一种楔形文字。

胡里安人（Hurrian）：

公元前两千纪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的一个民族的名字。其语言已消亡，既不是印度—赫梯语，也不是亚非语。

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包括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之外的所有欧洲语言以及伊朗语、北印度语言和吐火罗语
 的语系。虽然弗里吉亚语
 和亚美尼亚语
 位于安纳托利亚，但它们不是安纳托利亚语，而是印欧语。

印度—赫梯语系（Indo-Hittite）：

一个语言超家族，包括安纳托利亚语族
 和印欧语系
 。

屈折语（inflected languages）：

诸如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等语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屈折变化或者变化词形或词法来传达意义；与孤立语
 和黏着语
 相对。

齿间音（interdentals）：

舌头放在上下齿之间构成的辅音，例如th。

爱奥尼亚人（Ionians）：

希腊中部和南部民族，在多利安人
 征服之后幸存，其中一些迁徙到安纳托利亚
 西海岸。其最著名的城邦是雅典。

伊索克拉底（Isokrates）：

希腊演说家、教师，苏格拉底的学生，公元前436年—公元前338年。

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s）：

诸如汉语和英语等语言，它们相对很少有屈折变化，而是严重依赖句法或者句子中词语的位置来传达意义；与有屈折变化的语言
 和黏着语
 相对。

凯克洛普斯（Kekrops）：

传说中雅典的创建者和国王。他一般被描述为土著
 ，虽然少数传统认为他来自埃及。绪言中给出了一些支持后者的证据。

唇音（labials）：

嘴唇形成的辅音，诸如b，p，m等。

圆唇软腭音（labiovelars）：

由圆唇完成的软腭音，例如我们的qu，kw
 ，和gw
 。

喉音（laryngeals）：

在喉部或作为整体的咽喉部位形成的声音，更确切地说，可以分为软腭摩擦音（ḫ和ǵ）、咽音（ḥ和＜
 ）和喉音（＞
 和h）。所有这些，除了ǵ，存在于全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但除了h外，它们都从印欧语消失了。

青铜时代晚期或迈锡尼晚期（Late Helladic or Mycenaean）：

从大约公元前1650年—公元前1100年希腊大陆的陶器时期。

弥诺斯晚期（Late Minoan）：

克里特的陶器时期
 ，大约公元前1650年—公元前1450年，当时该岛被希腊人控制。

利姆诺斯岛（Lemnos）：

爱琴海西北部的岛，古典时代时那里说一种与伊特鲁里亚语
 相联系的非印欧语。

A类线形文字（Linear A）：

克里特和其他地方使用的音节文字
 ，当时希腊语在该岛尚未确立。

B类线形文字（Linear B）：

源自A类线形文字
 的音节文字
 ，从大约公元前1400年起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和克里特被证实使用，但很可能在那之前很久才被书写下来。

流音（liquids）：

“流动”的辅音，如l和r。

利西亚（Lycia）：

安纳托利亚南部一地区。利西亚语属安纳托利亚语族，是赫梯语的非直接后裔。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字母铭文来自公元前5世纪。

吕底亚（Lydia）：

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吕底亚语属安纳托利亚语族
 。传统认为，伊特鲁里亚人
 来自吕底亚。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字母铭文来自公元前5世纪。

摩尼教（Manichaeism）：

波斯宗教改革者摩尼公元3世纪创建的宗教。它将琐罗亚斯德教
 的二元论进一步极端化，否认所有物质或肉体，认为是邪恶的。信徒分为精英和一般教众，前者实践严格的、朴素的独身生活，后者允许结婚，在世间过清苦的生活。6世纪时，基督教摧毁了摩尼教。但是，摩尼教“异端”在中世纪相当普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清洁派教义
 或阿尔比派教义。

唯物主义（materialism）：

认为世界由物质组成的信仰，在希腊首先由德谟克利特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倡导。

音位变换（metathesis）：

语言中辅音或元音位置的交替或变换。

青铜时代中期（Middle Helladic）：

希腊大陆的陶器时期
 ，大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50年。

弥诺斯中期（Middle Minoan）：

克里特文化大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50年的陶器时期
 ，大致与埃及的中王国同时。

弥诺斯文化（Minoan）：

由阿瑟·埃文斯命名的名字，源于克里特传说中的国王弥诺斯，用来指克里特在说希腊语的人到来之前的文化，也指由埃文斯确定的三个陶器时期
 。

一元论（monism）：

本书中，一元论指所有事情一定有单一原因的观点。

单源论（monogenesis）：

指单一来源的观点，本书中主要限于人类和语言。与多源论
 相对。

迈锡尼（Mycenae）：

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阿尔戈斯附近的城市，以青铜时代的主要城市而闻名。

迈锡尼文化（Mycenaean）：

首先在迈锡尼发现的青铜时代物质文化的名字，由此延伸，指青铜时代晚期的希腊文化。

鼻音（nasals）：

鼻腔通道形成的辅音，如m和n。鼻音化指在塞音之前引入鼻音的普遍特征：b或p之前的m；d或t之前的n；g或k之前的ng。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

公元2世纪在埃及形成的哲学，它倡导柏拉图理想的、神秘的哲学和埃及—希腊宗教。6世纪初，它被基督教威权摧毁，但在中世纪以基督教的形式幸存。文艺复兴时期，它或多或少以基督教的外表复苏。

唯名论（nominalism）：

认为理想的形式和共相无非是名字的观点。与唯实论或本质主义相对。

奥林匹亚节日和竞赛会（Olympian Festival and Games）：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奥林匹亚举行的宗教节日和竞赛会，从公元前776年起，每四年举行一次，直到公元4世纪末被基督教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终止。19世纪末，根据雅利安模式恢复。

俄耳甫斯教崇拜者（Orphics）：

神圣的俄耳甫斯的追随者。他们很像毕达哥拉斯的信奉者，提倡埃及宗教信仰，尤其关心个人不朽。

泛神论（pantheism）：

认为上帝存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皆是上帝的信仰。这一世界观与埃及和希腊宗教的世界观密切相似，它在17世纪，尤其是在斯宾诺莎的著作发表以后，变得重要起来。

帕萨尼亚斯（Pausanias）：

内容广泛的《希腊指南》的作者，生活于公元2世纪。

佩拉斯吉人（Pelasgians）：

根据古典传统，这是希腊最早的居民。

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

公元前6世纪中期由居鲁士大帝创建，控制了中东、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直到被希腊人击退。最终，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它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

非利士人（Philistines）：

公元前1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2世纪从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方向侵略埃及和黎凡特的民族。

腓尼基（Phoenicia）：

分布在今天的黎巴嫩到以色列北部的狭长海岸上的诸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毕布勒
 、推罗和西顿
 。在整个古代，腓尼基指代这一地区。但是，它一般是指诸城市历史中最辉煌的阶段，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50年。腓尼基“语言”像希伯来语
 一样，是迦南语的方言。字母表经常被说成腓尼基人的发明。它大概发源于这一地区，但其发展是在腓尼基时期之前很久。

音素（phoneme）：

一个语言中声音的最小的重要单位。

语音对应（phonetic correspondences）：

实际上或词源上相似的声音。

弗里吉亚（Phrygia）：

安纳托利亚北部一地区。它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是强大的国家。其语言用字母写成，不是安纳托利亚语，而是印欧语，与希腊语关系密切。

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

一组法国哲学家和官员中的一部分，与百科全书派交叉，在18世纪中期行政理性化和加强政权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派最显著的人物，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建立了一个经济学的完整系统，他遵从中国经济理论，认为所有财富都来自土地。

象形图（pictogram）：

把被标示的物体用图画出来或直接表现出来的文字。

多源论（polygenesis）：

认为有多个来源的观点，尤其是人类和语言。与单源论相对。

词首添音（prothetic or prosthetic）：

放在单词开始的元音，以避免起始辅音。在词首添加元音的现象在双辅音之前尤其普遍。

原始希腊语（Proto-Greek）：

未被证实使用的语言或民族，被重构为希腊语或希腊人的来源。

托勒密文化（Ptolemaic）：

赋予托勒密统治时埃及文化的名字。

托勒密（Ptolemy）：

托勒密一世的一系列后裔的名字，托勒密一世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在亚历山大死后在埃及夺取了权力。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克娄巴特拉七世，她戏剧性地卒于公元前30年，恺撒和安东尼都爱她。

小男孩（puttini）：

艺术表现中的小男孩。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约公元前582年—公元前500年。曾在埃及学习，带回了埃及的数学和宗教原则，创建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兄弟会。

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

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按照一般认为是埃及的方式组织成“兄弟会”。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科学角色。

词根（root）：

一个单词在其他所有元素被去除后留下的本质部分。

塞琉西王朝（Seleucid）：

亚历山大的将军塞琉古一世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王朝的名字。

语义的（semantic）：

与意思或意义相关的。

咝音（sibilants）：

带有咝咝声音的辅音，如s，š，ṣ和z。

西顿（Sidon）：

供奉海神Sid的古代腓尼基城市。其鼎盛时期是铁器时代一开始，因此“西顿的”在《圣经》开篇的历史书和荷马史诗中被用来指一般性的腓尼基的。其控制力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时被它的对手推罗取代。

石柱（stele）：

带有雕刻的图样或铭文的直立的石板。

词干（stem）：

词根通过特殊的元音化
 或者添加各种前缀或后缀派生而成的言语形式。

塞音（stop）：

完全的辅音爆破，例如我们的字母b，p，d，t，g和k所代表的声音。

斯多葛哲学（Stoicism）：

由基蒂翁的芝诺
 创立、兴盛于希腊化
 和罗马时代的哲学。斯多葛派学者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一种普遍的工作力量，即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他们强调摆脱情感，以便履行职责，赢得真正的自由。

斯特拉博（Strabo）：

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

神谱（theogony）：

诸神的祖先和诞生；它是若干诗歌的名字和主题，其中最著名的为赫西俄德所著。

锡拉岛（Thera）：

克里特北部70英里处的火山岛。它在公元前两千纪有过一次大爆发，通常的日期是大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450年。但我认为，它的发生应该早150年，在公元前1626年。

修昔底德（Thucydides）：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历史学家，生于大约公元前460年，卒于公元前400年。

吐火罗语（Tokharian）：

公元一千纪在现在说突厥语的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头使用的印欧语。吐火罗语和西印欧语分有几个特征，它们在印度—雅利安语言中不存在。因此，吐火罗语为认识早期印欧语的性质提供了关键信息。

地名（toponym）：

地方的名字。

三层船（trireme）：

带有三排桨的希腊桨帆并用大木船。

推罗（Tyre）：

古代腓尼基城市。其鼎盛时期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但在公元前333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之前，它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软腭音（velars）：

舌头位于口腔后部形成的塞音
 ，例如k和g。

元音化（vocalization）：

将元音注入辅音结构。

基蒂翁的芝诺（Zeno of Kition）：

迁移到雅典的腓尼基人。斯多葛哲学
 的创立人，大约公元前336年—公元264年。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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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braham，亚伯拉罕

Achaia，Achaians，亚加亚，亚加亚人

Achilles，阿喀琉斯

Adams，J.，亚当斯

Adonis，阿多尼斯

Afroasiatic，亚非语系

Agamemnon，阿伽门农

Aḥḥotpe，阿霍特普女王

Aḥiram，King of Byblos，亚希兰，毕布勒国王

Ahl，F.，阿尔

Aigyptos，埃古普托斯

Aiolians，伊奥利亚人

Aischylos，埃斯库罗斯

Akhenaton (Amenophis IV)，阿克那顿（阿蒙诺菲斯四世）

Akkadian，阿卡德语

Alberti，L．B.，阿尔贝蒂

Albright，W．F.，奥尔布赖特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ria，亚历山大（地名）

Algeria，阿尔及利亚

Al Mina，阿尔米纳

alphabet，字母表

Amenōphis，阿蒙诺菲斯；see also Akhenaton，又参见阿克那顿

Ammenemēs，阿蒙涅姆赫特

Am(m)on，阿蒙

Amon-Ra，阿蒙—拉

Amphion，安菲翁

‹Anåt，闪米特语中的雅典娜

Anatolia，Anatolian，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语族

Ancient Model，古代模式；‘Revised’修正的古代模式

Anglican Church，英国国教

Annan，N.，安南

anti-Semitism，反犹主义

Antony，Mark，马克·安东尼

Anubis，阿努比斯

Aones，伊俄尼人

Aphrodite，阿芙洛狄忒

Apis，埃皮斯

Apollo，阿波罗

Aquinas，Thomas，托马斯·阿奎那

Arabia，Arabs，阿拉伯的，阿拉伯人

Arabic，阿拉伯语

Aramaic，阿拉姆语

archaeology，考古学

Areios，King of Sparta，阿瑞俄斯，斯巴达国王

Argives，阿尔戈斯人

Argos，阿尔戈斯；see also Danaos，又参见达那俄斯

Arianism，阿里乌主义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Arkadia，阿卡狄亚

Armenian，亚美尼亚语

Arnold，Matthew，马修·阿诺德

Arnold，Thomas，托马斯·阿诺德

Artemis，阿耳特弥斯

Aryan，Aryans，雅利安的，雅利安人

Aryan Model，雅利安模式；‘Broad’“宽泛”的雅利安模式；‘Extreme’，极端的雅利安模式

Ashmole，E.，阿什莫尔

Assyria，Assyrians，亚述，亚述人

Astour，Michael C.，迈克尔·C.阿斯特

Aten，Aton，阿顿

atheism，无神论

Athena，Athenē，雅典娜

Athens，Athenians，雅典，雅典人

Atlantis，亚特兰蒂斯

Atomism，原子论

Augustine，St，圣奥古斯丁

Autochthonous Origin，Model of，原地生成模式

Avaris，阿瓦里斯



Babel，Tower of，巴别塔

Babylon，巴比伦

Bacon，Francis，弗兰西斯·培根

Bakunin，Mikhail，米哈伊尔·巴枯宁

ballads，民谣

Banier，A.，巴尼耶

Baramki，D.，巴拉姆基

Barthélemy，J.-J.，巴泰勒米

Basque，巴斯克语

Bass，G.，巴斯

Bзstt，贝斯特

Baumgarten，A．J.，鲍姆加滕

Beloch，J.，贝洛赫

Benedetto，L．F.，贝内代托

Ben Jochannan，Y.，本·约翰南

Bentley，R.，本特利

Bérard，Jean，让·贝拉尔

Bérard，Victor，维克托·贝拉尔

Berber，柏柏尔语族

Berkeley，G.，贝克莱

Bernier，F.，贝尼耶

Beth，K.，贝特

Bezzenberger，A.，贝岑贝格尔


Bhagavad Gita
 ，《福者之歌》

Bible，《圣经》

Billigmeier，J．C.，比利希迈尔

Birch，S.，伯奇

Black races，黑种人

Blackwell，T.，布莱克韦尔

Blake，William，威廉·布莱克

Blanco，A．G.，布兰科

Blegen，C．W.，布利根

Bloomfield，M．W.，布卢姆菲尔德

Blumenbach，J．F.，布卢门巴赫

Bochart，S.，博沙尔

Bodin，J.，博丹

Boie，M．C.，博伊厄

Boiotia，波伊奥提亚

Bomhard，A．R.，博姆哈德

Bopp，F.，葆朴


Bousiris
 ，《蒲西里斯》

Boylan，P.，博伊兰

Boyle，Sir Robert，罗伯特·玻意耳爵士

Bracken，H.，布拉肯

Brahims，婆罗门

Breasted，J．H.，布雷斯特德

Bridenthal，R.，布里登沙尔

Brosses，C．de，德·C.布罗斯

Brown，J．P.，布朗

Brown，R.，布朗

Bruce，J.，布鲁斯

Brucker，J.，布鲁克

Brugsch，H.，布鲁格施

Brunner，H.，布伦纳

Bruno，G.，布鲁诺

Bryant，J.，布赖恩特

Budge，W.，巴奇

Buffon，G.-L．Leclerc，勒克莱尔·布丰

Bunnens，G.，比南

Bunsen，C.，本森

Bunsen，E.，本森

Bunsen，F.，本森

Burattini，布拉蒂尼

Burke，Edmund，埃德蒙·伯克

Burnouf，Émile Louis，埃米尔·路易·比尔努夫

Burnouf，Eugène，欧仁·比尔努夫

Bury，J．B.，伯里

Butler，E．M.，巴特勒

Byblos，毕布勒

Byron，Lord，拜伦勋爵



Caesar，Julius，裘力斯·恺撒

Campanella，T.，康帕内拉

Canaanite(s)，迦南语，迦南人

Caplan，H.，卡普兰

Caria(n)，卡里亚（人）

Carlyle，Thomas，托马斯·卡莱尔

Carpenter，Rhys，里斯·卡彭特

Carruthers，J.，卡拉瑟斯

Carthage，迦太基

Casaubon，I.，卡索邦

Caucasian，高加索种人

Chadwick，J.，查德威克

Champollion，J.-F.，商博良

Childe，F．Gordon，戈登·柴尔德

Childeric，希尔代里克

China，Chinese，中国，中国人

Chomsky，Noam，诺姆·乔姆斯基

Christianity，基督教

Cicero，西塞罗

Clement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

Clovis，克洛维

Cole，J．H.，科尔

Coleridge，Samuel T.，塞缪尔·T.柯尔律治

Colie，R．L.，科利

Comte，Auguste，奥古斯特·孔德

Condorcet，孔多塞

Cook，James，詹姆斯·库克

Cook，S．A.，库克

Copernicus，哥白尼

Coptic，科普特语

Corsalis，A.，科萨利斯

Cousin，Victor，维克托·库辛

Crete，克里特岛

Creuzer，J.，克罗伊策

Cromer，Lord，克罗默勋爵

Cross，F.，克罗斯

Cudworth，R.，卡德沃思

Culican，W.，卡里肯

cults，religious，宗教崇拜

Cumont，F.，屈蒙

Cuneiform，楔形文字

Curtius，Ernst，恩斯特·库尔提乌斯

Curtius，Georg，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

Cuvier，G.，居维叶

Cypriot，塞浦路斯语

Cyprus，塞浦路斯



Dacier，André，安德烈·达西耶

Dacier，Anne，安娜·达西耶

Daidalos，代达罗斯

Damaskios，扎马斯科斯

Danaos，Danaans，达那俄斯，达那厄人

Daneau，L.，达诺

Darwin，Charles，查尔斯·达尔文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

David，King，大卫王

Ddwn，神祇名称

Dead Sea Scrolls，死海古卷

deism，deists，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

Delphi，德尔斐

Demeter，得墨忒耳

Demokritos，德谟克利特

Demosthenes，狄摩西尼

dendrochronology，树木年代学

Derchain，P.，德尔尚

Descartes，René，勒内·笛卡尔

Devisse，J.，德维斯

Dickinson，O．T．P．K.，迪金森

Diels，H.，迪尔斯

diffusion(ism) cultural，［文化传流（论）］

Diodoros Sikeliotes，狄奥多罗斯

Dionysios of Halikarnossos，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os Skytobrachion，斯坎托布罗契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os，狄奥尼索斯

Diop，Cheikh Anta，谢赫·安塔·迪奥普

Disraeli，Benjamin，本杰明·迪斯累里

Dodona，多多纳

Dolgopolskii，A．B.，多尔戈波利斯基

Dorians，多利安人；invasion by多利安人的侵略

Dörpfeldt，W.，德普费尔特

Dothan，T.，多森

Dreyfus Affair，德雷福斯事件

Drioton，Abbé Étienne，艾蒂安·德里奥东神父

Dubois，W．G．B.，杜波依斯

Duff，W.，达夫

Dunker，M.，东克尔

Dupuis，C．F.，迪皮伊

Dussaud，R.，迪索



Ebla，Eblaite，埃卜拉，埃卜拉语

Edwards，I．G．S.，爱德华兹

Edwards，Ruth，鲁思·爱德华兹

Egypt，埃及

Egyptian，Ancient，古埃及人；religion，古埃及人的宗教

Eissfeldt，O.，艾斯费尔德

El Amarna，阿玛纳

Eleusis，Eleusinian mystery cults，埃琉西斯，埃琉西斯神秘崇拜

Elgin Marbles，埃尔金大理石

Eliot，George，乔治·艾略特

Eliot，T．S.，艾略特

Elliot Smith，G.，埃利奥特·史密斯

Enfantin，Prosper，昂方坦·普罗斯珀

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Radical，激进启蒙运动

Ephoros，埃福罗斯

Epicureanism，伊壁鸠鲁学说

Erasmus，伊拉斯谟

Eratosthenes，埃拉托斯特尼

Erechtheus，埃瑞克透斯

Erman，A.，埃尔曼

Essenes，艾赛尼派信徒

Eteocretan(s)，原克里特人

Ethiopia，Ethiopic，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语

Etruscan(s)，伊特鲁里亚人

Euclid，欧几里得

Eudoxos of Knidos，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

Euhemerism，犹希迈罗斯主义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

Europa，欧罗巴

Europocentrism，欧洲中心主义

Eusebius，尤西比厄斯

Evans，Sir Arthur，阿瑟·埃文斯爵士



Fénelon，F．de S．de la M.，F.德·S.德·拉·M.费奈隆

Festugière，R．P.，费斯蒂吉埃

Fichte，J．G.，费希特

Ficino，Marsilio，马尔西利奥·菲奇诺

Fick，A.，菲克

Flaubert，Gustave，古斯塔夫·福楼拜

Fludd，R.，弗卢德

folksong，民歌

Fontenelle，B．de，B.德·丰特内勒

Fontenrose，J.，方滕罗斯

Forrest，G．，福里斯特

Forster，G.，福尔斯特

Foucart，G.，富卡尔

Foucart，P.，富卡尔

Frankfort，Henri，亨利·法兰克福

Franklin，Benjamin，本杰明·富兰克林

Franklin，John Hope，约翰·霍普·富兰克林

Frazer，J．G.，弗雷泽

Frede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

Freemasonry，共济会

Fréret，N.，弗雷列

Freud，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Froidefond，C.，弗鲁瓦德丰

Fuseli，H.，富泽利



Galen，盖仑

Galileo，伽利略

Gardiner，A.，加德纳

Garvie，A.，加维

Geb，给布

Georgiev，V．I.，格奥尔基耶夫

Germany，德国

Gesenius，W.，格泽纽斯

Gibbon，Edward，爱德华·吉本

Gladstone，William E.，威廉·E.格莱斯顿

Gnosticism，诺斯替教

Gobineau，J．A．de，J．A.德·戈比诺

God，上帝

Goethe，J．W．von，冯·歌德

Goldsmith，Oliver，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

Goliath，歌利亚

Gomme，A．W.，戈姆

Gooch，G．P.，古奇

Goodenough，W．H.，古迪纳夫

Gordon，Cyrus，赛勒斯·戈登

Göttingen University，哥廷根大学

Gould，古尔德

Graves，Robert，罗伯特·格雷夫斯

Greaves，J.，格里夫斯

Greece，希腊；colonization of，对希腊的殖民；see also Ancient Model；Aryan Model；Autochthonous Origin，又参见古代模式；雅利安模式；原地生成模式

Greek，希腊语，希腊人，希腊的

Greek tragedy，希腊悲剧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希腊独立战争

Grimm brothers，格林姆兄弟

Grote，George，乔治·格罗特

Grotefend，G．F.，格罗特芬德

Grumach，E.，格鲁马赫

Gypsies，吉卜赛人



Hades，冥王

Haley，J.，黑利

Hallam，A．H.，哈勒姆

Ham，含

Hamann，J．G.，哈曼

Hamites，Hamitic，含米特人，含米特语

Hammond，N．G．L.，哈蒙德

Harappa，哈拉帕

Harden，D．B.，哈登

Hardy，Thomas，托马斯·哈代

Hare，J.，黑尔

Harmachis，“初升太阳的荷鲁斯”；see Horus，参见荷鲁斯

Harris，J.，哈里斯

Harrison，Jane，简·哈里森

Hawthorne，Nathaniel，纳撒尼尔·霍桑

Hebrew，希伯来语

Heeren，A．H．L.，黑伦

Hegel，G．W．F.，黑格尔

Heine，Heinrich，海因里希·海涅

Hekataios of Abdera，阿布德拉的赫卡泰奥斯

Helck，W.，黑尔克

heliocentricity，日心说

Heliopolis，赫利奥波利斯

Helladic period希腊青铜时代

Hellen，赫楞

Hellenomania，希腊狂

Helm，P．R.，赫尔姆

Hemelrijk，E．A.，赫梅尔赖克

Herakles，赫拉克勒斯

Heraklids，自称赫拉克勒斯后裔者；see also Dorians，invasion by，又参见多利安人的侵略

Herder，J．G.，赫尔德

Hermes，赫尔墨斯

Hermes Trismegistos，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

Hermetic Texts，Hermeticism，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赫尔墨斯神智论

Hermopolis，Ogdoad of，埃尔穆波利斯的八神

Herodotos，希罗多德，Histories，《历史》；Plutarch and，普鲁塔克与希罗多德

Hesiod，赫西俄德

Hesychios，赫西基奥斯

Heumann，K．A.，霍伊曼

Heyne，C．G.，海涅

hieroglyphs，象形文字

Hill，C.，希尔

Hiram Abif，阿比夫·希拉姆

Hitl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

Hittite，赫梯人，赫梯语

Hobbes，Thomas，托马斯·霍布斯

Hodge，Carleton，卡尔顿·霍奇

Hoffmann，J．G．E.，霍夫曼

Hölderlin，F.，荷尔德林

Holm，A.，霍尔姆

Homer，荷马；Iliad
 ，《伊利亚特》；Odyssey
 ，《奥德赛》

homosexuality，同性恋

Hood，S.，胡德

Hooker，J．T.胡克

Horapollo，霍拉波罗

Hornung，E.，霍尔农

Horus，荷鲁斯

Ḫprr，早晨年轻的太阳

Humboldt，A．von，A.冯·洪堡

Humboldt，C．von，C.冯·洪堡

Humboldt，W．von，W.冯·洪堡

Hume，David，大卫·休谟

Hurrian，胡里安人

Huxley，G.，赫胥黎

Hyantes，海安蒂人

Hyksos，希克索斯

Hypatia，希帕蒂亚



Imhotep，伊姆霍特普

immortality，不朽

Inachos，King，伊那科斯王

India，印度

Indo-China，印度支那

Indo-European，印欧语系

Indo-German，印度—日耳曼语系

Indo-Hittite，印度—赫梯语系

Io，伊俄

Ion，伊翁

Ionia，Ionians，爱奥尼亚，爱奥尼亚人

Isidore of Seville，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s，伊希斯

Islam，伊斯兰教

Isokrates，伊索克拉底

Israel，Israelites，以色列，以色列人

Jabulon，隐蔽上帝的名字

Jacob，M.，雅各布

Jahn，(‘Father’) F．L.，雅恩“神父”

James，George G．M.，詹姆斯·乔治

Japan，日本

Japhet，雅弗

Jason，伊阿宋

Jefferson，Thomas，托马斯·杰斐逊

Jeffery，L．H.，杰弗里

Jensen，H.，延森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

Jews，Judaism，犹太人，犹太教

Jidejian，N.，伊德健

Johnson，Samuel，塞缪尔·约翰逊

Jomard，E.-F.，若马尔

Jones，Sir William，威廉·琼斯爵士

Josephus，约瑟夫斯

Jowett，Benjamin，本杰明·乔伊特

Joyce，James，詹姆斯·乔伊斯

Jupiter Serapis，塞拉皮斯·朱庇特

Juvenal，尤维纳利斯



Kadmos，卡德摩斯

Kallinos，卡利诺斯

Kant，Immanuel，伊曼努尔·康德

Keightley，T.，凯特利

Kekrops，凯克洛普斯

Kekrops of Miletos，米利都的凯克洛普斯

Kepler，Johannes，约翰·开普勒

Kircher，A.，基歇尔

Klaproth，H．J.，克拉普罗特

Kleopatra VII，克娄巴特拉七世

Knossos，克诺索斯

Knox，R.，诺克斯

Koestler，Arthur，阿瑟·凯斯特勒

Korea，朝鲜

Kranaoi，克兰瑙伊

Krantor，克兰托

Kretschmer，P.，克雷奇默

Kroll，J.，克罗尔

Kronos，克罗诺斯

Kropotkin，Prince Peter，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

Kuhn，T.，库恩

Kurgan culture，库尔干文化

Kydonians，基多尼亚人

Kythera，基西拉岛



labyrinth，迷宫

Lagarde，P.，拉加德

Lakonia，拉科尼亚

Laris(s)a，拉里萨

Laroche，E.，拉罗什

Lassen，C.，拉森

Lauer，J．F.，洛埃

Le Fèvre，T.，勒费夫尔

Leibniz，G．W．von，冯·莱布尼茨

Lemnos，利姆诺斯岛

Lepsius，R.，莱普修斯

Lessing，G．E.，莱辛

Letronne，J．A.，勒特罗纳

Levin，Saul，索尔·莱文

Libya，利比亚

Lieber，F.，利伯

Lieblein，J.，利布莱恩

Linear A and B，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

linguistics，语言学

Linnaeus，Carolus，卡罗勒斯·林奈

Linos，利诺斯

Lithuanian，立陶宛语

Livy，李维

Lobo，Father，洛博神父

Locke，John，约翰·洛克

Lockyer，Sir Norman，诺曼·洛克耶爵士

Louis XIV (‘Sun King’)，路易十四，“太阳王”

Louis XV，路易十五

Louis XVI，路易十六

Louis XVIII，路易十八

Lubicz，Schwaller de，施瓦勒·徳·鲁比兹

Lucian，卢奇安

Lucretius，卢克莱修

Luther，Martin，马丁·路德

Lutheran Church，路德教派

Luvian，卢维语

Lycia，Lycian，利西亚，利西亚语

Lydia，Lydian，吕底亚，吕底亚语

Lykourgos，来库古



Macaulay，Thomas Babington，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Macpherson，James，詹姆斯·麦克弗森

Mahaffy，J．P.，马哈菲

Mahomet，穆罕默德

Manetho，曼涅托

Mansfeld，J.，曼斯费尔徳

Manuel，F.，曼纽尔

Mariette，A.，马里耶特

Marin，L.，马兰

Marna，马纳

Marx，Karl，卡尔·马克思

Maspero，G.，马伯乐

Masson，E.，马森

Maximus of Tyre，推罗的马克西莫斯

Mazrui，Ali，阿里·马兹鲁

McCarter，K.，麦卡特

Medici，Cosimo de’，科西莫·迪·美第奇

Meiggs，R.，梅格斯

Meiners，C.，迈纳斯

Melampous，墨兰普斯

Melissos，墨利索斯

Melos，米洛斯岛

Melville，Herman，赫尔曼·梅尔维尔

Memnōn，门农

Memphis，孟菲斯

Mendelsohn，Moses，摩西·门德尔松

Mendēs，公羊/山羊

Menelaion，斯巴达的“民族”神龛

Menelaos，墨涅拉俄斯

Mēnēs (Pharaoh Min)，美尼斯，法老Min

Menexenos，美涅克塞努

Mentḥotpe，门图霍特普

Mersenne，M.，梅森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

Messenia，麦西尼亚

metempsychosis，灵魂转生

Metternich，梅特涅

Meyer，E.，迈尔

Michaelis，J．D.，米夏埃利斯

Michelet，J.，米什莱

Mill，John Stuart，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millenarianism，千禧年主义

Minoan(s)，弥诺斯人

Minos，弥诺斯

Mirandola，Pico della，比科·德拉·米兰多拉

Missolonghi，迈索隆吉翁

Mitanni，米坦尼

Mitford，William，威廉·米特福德

Mnewe (Mnevis)，埃及牛崇拜

Mnṯw，鹰和公牛神；see Mont，参见蒙特

Mohamed Ali，穆罕默德·阿里

Moloch，摩洛神

Momigliano，A.，莫米利亚诺

Mommsen，Theodor，特奥多尔·莫姆森

monotheism，一神教

Mont (Mnṯw)，蒙特

Montesquieu，C．L．de，德·孟德斯鸠

Moors，摩尔人

Mopsos，墨普索斯

More，H.，莫尔

Morea，摩里亚半岛

Morenz，S.，莫伦兹

Moschos，莫斯霍斯

Möser，J.，默泽

Moses，摩西

Moslems，穆斯林

Mousaios，穆萨依奥斯

Movers，F．C.，莫费斯

Mozart，Wolfgang A.，沃尔夫冈·A.莫扎特

Muhly，J．D.，米利

Müller，K．O.，缪勒

Müller，Max，马克斯·缪勒

Murray，M.，默里

Murray，Oswyn，奥斯温·默里

Musgrave，S.，马斯格雷夫

Mycenae，Mycenaean，迈锡尼，迈锡尼人

Myres，J.，迈尔斯

mythology，神话（学）



Napoleon I，拿破仑一世

Naukratis，诺克拉提斯

Naveh，J.，纳韦

Nazis，Nazism，纳粹，纳粹主义

Nehemiah，尼希米

Nēit，奈斯（埃及女神）

Neo-Hellenism，新希腊主义

Neo-Platonism，新柏拉图主义

Nephthys，奈芙蒂斯

Nero，Emperor，尼禄，皇帝

Neugebauer，O.，诺伊格鲍尔

Newman，Cardinal，纽曼，红衣主教

Newton，Sir Isaac，艾萨克爵士·牛顿

Niebuhr，B.，尼布尔

Niebuhr，C.，尼布尔

Nietzsche，F．W.，尼采

Nilsson，M.，尼尔松

Nineveh，尼尼微

Noah，挪亚

Noguera，A.，诺格拉

Nysa，尼萨



Odysseus，奥德修斯

Oedipus，俄狄浦斯

Oldfather，C．H.，欧发徳

Olympiad，奥林匹克竞赛会

›On Heliopolis赫利奥波利斯

Oren，D．A.，奥伦

Orientalism，东方主义

Orpheus，俄耳甫斯

Orphism，俄耳甫斯教

Osiris，奥西里斯

Ossian，奥西恩

Ottoman Empire，奥斯曼帝国



Pagels，E.，帕格尔斯

Palaic，巴莱语

Palestine Palestinians，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Palmyrene，帕尔米拉语

Panhellenism，泛希腊主义

Pantheism，泛神论

Paracelsus，帕拉切尔苏斯

Parmenides，巴门尼德

Patritius，帕特里修斯

Paul，St，圣保罗

Pausanias，帕萨尼亚斯

Pelasgians，佩拉斯吉人

Pelops，Pelopids，珀罗普斯，珀罗普斯人

Percy，T.，珀西

Perrault，C.，佩罗

Persephone，珀尔塞福涅

Perseus，珀尔修斯

Persian Empire，波斯帝国

Petit-Radel，F.，珀蒂—拉德尔

Petrie，Sir W．M．Flinders，W．M.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

Pfeiffer，R.，法伊弗

Pheidias，菲迪亚斯

Philhellenism，亲希腊主义

Philistia，Philistines，非利士，非利士人

Philon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的斐洛

Philon of Byblos，毕布勒的斐洛

Phoenicia，Phoenician(s)，腓尼基，腓尼基人

Phoroneus，甫洛纽斯

Phrygia，Phrygian，弗里吉亚，弗里吉亚人

Phthia，弗提亚

Physiocrats，重农主义者

Picard，J．，皮卡尔

Pindar，品达

Plato，柏拉图

Plotinus，普罗提诺

Plutarch，普鲁塔克

Pocock，J．G．A.，波科克

Poliakov，L.，波利亚科夫

Polybios，波利比奥斯

polytheism，多神教

Pompeii，庞培

Pope，M.，蒲柏

Popper，K．R.，蒲柏尔

Porphery，波菲利

Poseidon，波塞冬

Potter，J.，波特

Praetorius，G．F.，普雷托里乌斯

‘Pre-Hellenes’，“前古希腊人”

‘Pre-Hellenic’culture，“古希腊人之前的”文化；language“古希腊人之前的”语言

Prester John，祭祀王约翰

priesthood，Egyptian，祭司，埃及

‘progress’，“进步”

‘progressive(s)’，“进步的，进步人士”

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

Proto-Greek，原始希腊语

Proudhon，P.-J.，蒲鲁东

Psellos，M.，普塞洛斯

Ptah，普塔神

Ptolemy (astronomer)，托勒密，天文学家

Ptolemy I，托勒密一世

Punic，古迦太基语

Punic Wars，布匿战争

Pyramid(s)，金字塔，.；Great，大金字塔

Pythagoras，Pythagoreanism，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主义



Quesnay，F.，魁奈

Quinet，E．，基内



Ra，Re，拉

racism，种族主义

Ramessēs，拉美西斯

Rashed，R.，拉希德

Rask，C.，拉斯克

Rawlinson，G.，罗林森

Rawson，E.，罗森

Ray，J.，雷

Reinach，J.，雷纳克

Reinach，S.，雷纳克

Renaissance，文艺复兴

Renan，E.，勒南

Renfrew，C.，伦弗鲁

Renouf，Sir Peter le Page，彼得·勒·佩奇·雷努夫爵士

Rhadamanthys，拉达曼堤斯

Rhea ，瑞亚

Rhodes，罗得岛

Ridgeway，W.，里奇韦

Ritter，C.，里特尔

Rivers，W．H．R.，里弗斯

Robertson Smith，W.，W.罗伯逊·史密斯

Rochette，R.，罗谢特

Röllig，V．W.，勒利希

Romanticism，浪漫主义

Rome，罗马

Rosen，E.，罗森

Rosetta Stone，罗塞塔石碑

Rosicrucianism，玫瑰十字会

Rougé，E．de，德·鲁热

Rousseau，J.-J.，卢梭

R‹
 t，女神名

Russia，俄国

Rytkönen，S.，吕特克宁



Sacy，I．Sylvestre de，西尔韦斯特·德·萨西

Said，E.，萨义德

Saint-Simon，C．H．de，德·圣西门

Sais，赛斯

Salamis，萨拉米斯

Sandars，N．K.，桑达斯

Sanskrit，梵语

Santillana，G．de，德·桑迪利亚纳

Saussure，F．de，德·索绪尔

Scaliger，J．，斯卡利杰尔

Schelling，C.，谢林

Schikaneder，E.，席卡内德

Schiller，F．von，F.冯·席勒

Schlegel，August Wilhelm von，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

Schlegel，Friedrich von，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

Schleicher，A．，施莱歇

Schleiermacher，F．E．D.，施莱尔马赫

Schliemann，H．，谢里曼

Schlözer，A．L.，施勒策

Scholem，G．，肖勒姆

Schwab，R．，施瓦布

Scotland，苏格兰

Scott，Prof．Walter，沃尔特·司各特教授

Scott，Sir Walter，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Sea Peoples，海上民族

Semites，Semitic，闪米特人，闪米特语

Senwosret，森乌塞特；see Sesōstris，参见色梭斯特里斯

Septimius，Lucius，塞蒂米乌斯，卢修斯

Serapis，temple of，塞拉皮斯神庙

Sesōstris，色梭斯特里斯

Seth (Sutekh，St)，塞特

Sethōs，塞索斯，相当于Sety塞提

Severus，Lucius Septimius，塞维鲁·卢修斯·塞普蒂穆斯

Seznec，J.，塞兹内克

Shaffer，E．，谢弗

Shaftesbury，Earl of，沙夫茨伯里伯爵

Shaft Graves，竖井墓

Shakuntala，《沙恭达罗》

Shelley，Percy B.，珀西·B.雪莱

Shem，闪

Sid，西顿的保护神

Sidon，西顿

Siwa oasis，锡瓦绿洲

Skandeia，斯坎迪亚

slavery，奴隶制

Smelik，K．A．D.，斯梅利克

Smith，G.，史密斯·G.

Smith，Sir William，威廉·史密斯爵士

Smyth，C．Piazzi，皮亚齐·史密斯

Snowden，F.，斯诺登

Sokrates，苏格拉底

Solomon’s Temple，Jerusalem，所罗门神庙，耶路撒冷

Spain，西班牙

Sparta，斯巴达

Spencer，Herbert，赫伯特·斯宾塞

Sphinx，斯芬克斯

Spinoza，B．de，德·斯宾诺莎

Spyropoulos，T.，斯皮罗普洛斯

St；see Seth，参见塞特

Stecchini，L．C.，斯泰基尼

Stephanos of Byzantium，拜占庭的斯特凡诺斯

Stieglitz，R.，施蒂格利茨

Stoicism，斯多葛哲学

‘storm and stress’school，狂飙运动

Strabo，斯特拉博

Strange，J.，斯特兰奇

Stricker，B．H.，斯特里克

Stuart Jones，H.，斯图尔特·琼斯

Stubbings，F.，斯塔宾斯

Sudan，苏丹

Sumerian，苏美尔语

sun，sun-worship，太阳，太阳崇拜

Sutekh，阿卡德语的塞特；see Seth，参见塞特

Swinburne，Algernon C.，阿尔加侬·C.·斯温伯恩

Switzerland，瑞士



Taautos，透特

Tacitus，塔西佗

Tatian，塔提安

Taylour，W.，泰勒

Tcherikover，V.，切里科夫

Telemachus，忒勒玛科斯

Tennyson，Alfred，Lord，阿尔弗雷德勋爵·丁尼生

Terrasson，J.，泰拉松

Teukros，透克罗斯

Thales，泰利斯

Thebes (Boiotia)，底比斯（波伊奥提亚）；see also Kadmos，又参见卡德摩斯

Thebes (Egypt)，底比斯（埃及）

Theogony，神谱

Thera，island of，锡拉岛

Third World，第三世界

Thirlwall，Connop，康诺普·瑟尔沃尔

Thomson，G.，汤姆森

Thoth，透特

Thothmes III，图特摩斯三世

Thucydides，修昔底德

Tiedemann，D.，蒂德曼

Tm，夜里年老的太阳

Tocqueville，A．de，德·托克维尔

Tokharian，吐火罗语

Toland，J.，托兰

Tompkins，P.，汤普金斯

Treitschke，H．von，冯·特赖奇克

Trojan War，特洛伊战争

Troy，特洛伊

Tsountas，C.，聪塔斯

Turgot，A．R.，杜尔哥

Turkey，土耳其

Turner，C．F．M.，特纳

Turner，S．，特纳

Tur-Sinai，S.，图尔—西奈

Tyre，推罗



Ugaritic，乌加里特语

Ullman，B．J．，厄尔曼

Ulysses，尤利西斯；see Odysseus，参见奥德修斯

Unitarianism，上帝一位论

Usener，H.，乌泽纳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



Van Berchem，D.，范贝尔尚

Vedas，《吠陀本集》

Ventris，M.，文特里斯

Vermeule，E.，弗穆尔

Vian，F.，维安

Vico，G．B.，维科

Vietnam，越南

Virolleaud，C.，维罗洛

Volney，C．F．de，德·沃尔内

Voltaire，伏尔泰

Voss，M．H．von，冯·福斯



WЗdyt，埃及的多产女神

Walcot，P.，沃尔卡特

Warburton，W.，沃伯顿

Warren，P.，沃伦·P.

Wells，W．C.，韦尔斯

West，M．L.，韦斯特

Westfall，R．S.，韦斯特福尔

West Semitic，西闪米特人的，西闪米特语

Whewell，W.，休厄尔

Whiston，W.，惠斯顿

Wieland，C.-M.，威兰

Wilamowitz-Moellendorff，U．von，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

Wilcken，U.，维尔肯

Willetts，R．F.，威利茨

Williams，C.，威廉斯

Williams，G．W.，威廉斯

Winckelmann，J．J.，温克尔曼

Wind，E.，温德

Witte，B．C.，维特

Wolf，F．A.，沃尔夫

Wood，R.，伍德

Woolley，Sir Leonard，伦纳德·伍利爵士

Wordsworth，William，威廉·华兹华斯

writing，书写



Xanthos，赞瑟斯

Xenophon，色诺芬

Xouthos，克苏托斯



Yahwe，耶和华

Yam，“海洋”

Yates，F.，耶茨

Yavetz，Z.，亚韦茨

Young，E.，扬

Young，T.，扬



Zeno，芝诺

Zeno of Kition，基蒂翁的芝诺

Zervos，C.，泽尔沃斯

Zethos，仄托斯

Zeus，宙斯

Zimbabwe，津巴布韦

Zionism，犹太复国主义

Zodiac，黄道十二宫

Zola，Émile，埃米尔·左拉

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



译者后记

2009年夏，蝉声聒噪中，《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译稿终于杀青。此书出版已二十余年，现在距我最初发愿翻译这本书，也已经近八年了。那是2003年4月16日，哥伦比亚大学在意大利卡萨隆重举办萨义德教授的重要著作《东方主义》出版廿五周年纪念（silver jubilee）大会，时在哥大攻读博士的我有幸参与盛会，并获得了萨义德教授的亲笔签名。如今忆起他为我签名时如花朵般盛开的笑脸，我恍然明白：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我的名字叫作“一个诚实的中国人”，因为有一次开学时我想旁听他的课，他夹着书本，走进教室第一句话就是：没选课的请离开，于是我起身走了，印象中我是唯一一个走开的。纪念会上，萨义德教授讲，《东方主义》1978年面世后，有两本有影响的书遵循了它的思路，其中之一就是《黑色雅典娜》（该书作者引用了《东方主义》，并在致谢名单中列举了萨义德的名字）。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并与作者贝尔纳教授建立了通信联系，自告奋勇要翻译这本书。现在想来，无知者无畏，我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黑色雅典娜》是一部饱受争议的著作，出版后在学界激起轩然大波，但更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纵横数千年，涉及古典学、东方学、语言学、文学、历史、考古、哲学、宗教、神学、神话、学术史等诸多学科领域，而这些领域我知之不多。我唯一有把握的是我的英文理解水平应该是过硬的，所以在恶补了一阵世界古代史后，我开始啃这块硬骨头。断断续续的工作后，在我的合作者程英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译完了这本世界范围内已有十余种译文、中国学者相当关注但一直没有中译本的著作。《历史与当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刊有《黑色雅典娜》的节译：《〈黑色雅典娜〉导言》，李霞译，黄洋校，第96—112页。但译者没有参考这一译文。笔者选译的《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绪言”曾发表于白钢主编的《希腊与东方》（“思想史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62页），本次出版时做了必要的修正。我希望我们的中译本的出版可以作为2012年《黑色雅典娜》silver jubilee的献礼，因为贝尔纳教授是对翻译工作帮助最大的人。他不仅抽出宝贵时间，专门为中译本作了序，而且一次又一次耐心解答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许多疑难问题（包括对原书中一些瑕疵的修正）。没有他的慷慨帮助，我们的翻译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挚感谢贝尔纳教授，这位与中国结缘的大学问家。（顺便透露一句，贝尔纳教授最近完成了他的英文回忆录，其中有近三万字是与中国有关的。他曾于20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

把《黑色雅典娜》与著名的《东方主义》相提并论，并非始自笔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刘禾早在1992年就这么做了（《黑色的雅典》，《读书》1992年第10期），2000年她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读书》2000年第5期）。2006年，Iain Boal称，《黑色雅典娜》和《东方主义》一起，是“20世纪与诽谤和种族主义做斗争的指路明灯”。萨义德教授生前也曾对人讲，《黑色雅典娜》最让他钦佩的地方是，马丁·贝尔纳“在理论建构中对相对可信性原则的明确承担，和他对质疑他的假定词源的批评家一丝不苟的致谢”，并把《黑色雅典娜》称为“一部纪念碑式的、开拓性的作品”。（以上三处引文前两处见《伦敦图书评论》，第28卷第14号，2006年7月20日，“通信”栏；第三处见《黑色雅典娜》第二卷封底。）根据我一个外行人的体会，《黑色雅典娜》在学术的精密度上或有瑕疵（要知道，贝尔纳教授是半路出家，从中国研究转行到古希腊文明起源研究的），但它无疑开辟了一条可能通向广阔前景的道路，对欧洲中心主义当头棒喝，确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作。《黑色雅典娜》的意义不仅在于20世纪，更在于21世纪。

《黑色雅典娜》讨论希腊文化形成时期，即公元前两千纪希腊历史的两种阐释模式，即贝尔纳所谓“雅利安模式”和“古代模式”。古代模式是希腊人在古典和希腊化时代通行的看法，雅利安模式则是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渗透进入史学或曰历史写作哲学的结果。雅利安模式19世纪上半期取代古代模式，并非古代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外部原因。现代古典学的前身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浸透了种族主义影响的“古代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后来移植到英美，成为新学科“古典学”（Classics）。古代学的创立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曾在哥廷根学习两年，是古典语文学大家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最有名的学生，而后者是“高加索种人”术语发明者、哥廷根自然史教授J．F.布卢门巴赫的连襟。基于学术史的梳理，贝尔纳认为，应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的雅利安模式，而代之以“修正的古代模式”。《黑色雅典娜》共三卷，后两卷已于1991、2006年在大西洋两岸同时出版（第二卷，《考古学和书面证据》；第三卷，《语言学证据》）。贝尔纳教授这部巨著的广泛和深刻影响不仅体现于它在学术界掀起了惊天波澜和持续争论，而且超出了学术界，及于一般公众。比如，《黑色雅典娜》第一卷除了文字版之外，还先后出版了录像版（San Francisco，C．A.：California Newsreel，1990）和录音版（Princeton，N．J.：Recording for the Blind and Dyslexic，2008）。正如《希腊与东方》的“编者按”指出：“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黑色雅典娜》系列的影响远远超越古典学界乃至古代文明研究的范围，在学界内外所引发的激辩远远超过对学术著作的寻常反应，各种带有复杂背景的读者对于该书态度鲜明、迥然相异的评价，使得隐藏在有关希腊精神起源的学术化语言背后的文明自我意识乃至政治意识空前清晰地凸显出來。”《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出版后，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书评，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书评作者中有知名的古代史学家（G．W.鲍尔索克），有著名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有闻名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爵士，费孝通的老同学），还有杰出的女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各界翘楚，不一而足。其热闹场面，成一时之盛。

根据数据库“世界图书馆书目”（WorldCat），《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共有三种版本：除了美国版（罗格斯大学出版社）外，还有两种英国版，即伦敦Free Association Books（FAB）版和伦敦Vintage版。后一种伦敦版以前一种伦敦版为基础，我们翻译依据的版本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美国版（1991年12月第7次印刷），翻译完毕后笔者对照了FAB版（该版标题页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该出版社名称“自由联合体图书”的由来）。三种版本最初都出版于1987年，都曾经重印过，尤其是美国版和FAB版曾多次重印，FAB版更是有精装本、平装本、珍藏本等多种样式，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FAB版和美国版大同小异，连文本中的错误都一样，所不同者主要在于扉页、封底的内容以及“前言与致谢”中的致谢名单。印在封底的推荐广告（blurb）美国版总计三条，FAB版总计六条，分别主要出自各自国家的重要媒体，除了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一段大体相同外，其余均不同；美国版中，内容简介和作者简介出现于封底，而在FAB版中，二者出现于书前扉页，且内容略有不同；FAB版中，书后扉页详细说明了字体、纸张、印刷机类型以及出版者、编辑等工作人员姓名等信息；美国版的封底标出第一卷所获奖项，为FAB版所无；两者的致谢名单各有增减，本译文按照宁多勿少的原则，综合了两个名单。各版的版权页大都标明《黑色雅典娜》的出版得到康奈尔大学“纪念赫尔出版基金”（Hull Memorial Publication Fund）的资助。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程英负责翻译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结论和附录，郝田虎翻译了其余部分，二人共同校对、修改了全书。在人名、地名、神祇名称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上，译者主要查阅了《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上、下，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第2版）、《世界地名录》（上、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20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等工具书。部分专有名词的翻译也择善而从，参考了互联网上的译名。少数专有名词的译名实在查不到，译者不好贸然杜撰，只好付诸阙如。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作者Bernal的名字一般情况下译为伯纳尔，但因为他的父亲J．D．Bernal是英国物理学家，约定俗成的中译名是贝尔纳，所以依据子从父名的原则，Martin Bernal译为马丁·贝尔纳。另外，《黑色雅典娜》共有三卷，我们勉力翻译了第一卷，意在抛砖引玉，等待更有资格的译者翻译其余两卷，以成完璧。

本书翻译过程中，许多师长、同事和朋友提供了精神支持和宝贵帮助，他们包括但不限于：程朝翔教授、高一虹教授、沈弘教授、李耀宗先生、白钢博士、陈贻绎博士、高峰枫博士、匡咏梅老师、袁伟老师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英文系的领导和诸位同事容忍我们从事严格说并非本行的学术工作，我们衷心感谢他们所有人和每一个人。书中有些引文的翻译直接采用了一些前辈的译笔，如我们所深深尊敬的杨宪益、张谷若、赵萝蕤等诸位先生，已经一一注明，我们愿在此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上海三辉咨询有限公司的严搏非先生、李志卿女士、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崔文辉先生以及紫禁城出版社的刘辉女士等人为本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和他们的合作是愉快的，特别要感谢他们耐心等待我和我的妻子程英完成译稿，感谢他们改正了译稿中的一些错别字和错误。我们的家人，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岳父、岳母等，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为翻译的完成提供了基本保证，我们的感激已非言语可以表达。还有许许多多同学和学生的期待和关切，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谨以此译本纪念我的父亲郝玉亮，感谢他对我的养育之恩。小时候，我老得第一，爸爸老说我“瘸子里面挑将军”，现在我也不是将军，但我希望，我的微末工作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和教导。

尽管我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力求对得住作者和读者，但由于水平有限，译文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谢谢。

郝田虎（haotianhu@pku.edu.cn）

2009．8．14初稿，2011．2．18完成　燕北园



修订版后记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译本自2011年出版后，得到各方读者的热烈反馈。其中，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校友高洋同学在豆瓣提出批评和建议，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程巍研究员在《中国图书评论》主持主题书评，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颜海英教授指点关于古埃及语的问题，感谢北京大学法语系段映虹教授解答关于法语译名的问题，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聂敏里教授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白钢副教授发表有见地的书评，感谢我的博士生崔梦田同学在页边添加了原书页码，并校对了部分注释，感谢上海三辉咨询有限公司为出版修订本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本书作者贝尔纳先生对我们的译本多所嘉勉，遗憾的是，驾鹤西游的他已经看不到更为完善的修订版了。还有众多老师、同事、朋友和同学表示过关心、鼓励和支持，在此一并谢过。

修订过程中，译者发现，《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版本问题非常有趣。不唯扉页、致谢和封底，而且从正文到注释到书目，几乎每次重印都有改动，有些改动甚至是相反的。例如，某个古埃及语词到底是不是阴性形式（原书第71页），犹太反抗的最后一位弥赛亚领导人是在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中间以“星之子”而闻名（原书第127页），马伯乐有个儿子成为杰出的汉学家，究竟是Jean还是Henri（第五章注133），威廉·奥尔布赖特是在1963年还是1971年去世的（原书第409页），等等。《黑色雅典娜》项目所涉及知识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作者偶尔犯个错误，其实无伤大雅，这并不能成为攻击他作为历史学家可信度的理由。恰恰相反，作者勇于挑战自我，始终孜孜以求，不断修改完善，这种不懈追求真知、严谨踏实治学的精神值得倡扬和效仿。根据数据库“世界图书馆书目”（WorldCat）的最新记录，《黑色雅典娜》（第一卷）有第十次印刷的本子（2003），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有收藏。我们翻译时选择的原文底本是第七次印刷的本子，美国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出版社提供的样书是伦敦FAB版1988年重印本，我们没有使用这一版，也没有使用1987年首次印刷本，而采用了北大图书馆藏本，还是比较妥当的。本次修订，译者多方搜集，比对了英国版和美国版八个印次的本子，包括第十次印刷本，考察了各种异文，对译文做了广泛补充和修正。译文第一版面世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袁伟副研究员曾经提醒我原书的版本问题，我现在终于可以给予他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了。中译本修订版以第七次印刷本为基础，充分考量了其他印刷本，愉快吸收了第十次印刷本的最新修改，并做了进一步校正，因此比较忠实、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最终意图。笔者期待，通过细致的校勘工作，本修订版能够成为值得信赖的学术版本。

我们的修订工作是严肃认真的，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增加了原书页码，更新了书目（大概是出于方便，编辑原来采用了样书书目，即FAB版1988年重印本书目，修订版则采用第十次印刷本书目，略有改动），恢复了索引；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译文本身进行了大大小小千百处修改。尽管如此，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期待读者的反馈和善意的批评。谢谢您。

谨以此修订本纪念马丁·贝尔纳教授（1937—2013），希望他在天之灵感到满意。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我能感受到他炯炯的目光。

郝田虎

2016年5月

京郊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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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和致谢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出版改变了我的人生。在那之前我一直独自从事研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与少数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一起研究，经常与他们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和通信。不管怎么说，我的观点多数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只是我头脑中独属于自己的想法。然而，随着这本书的问世，这些想法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听到别人就我的观点争论辩驳，我既开心又不安。我的想法变成了公共所有，基本上脱离了我的控制，甚至脱离了我的影响。这当然并无不妥，因为与作者原初的、通常玄之又玄的意图相比，思想观念被接受的方式往往更加重要。

多亏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和自由联合出版社（Free Association Books）全体成员的努力，《黑色雅典娜》取得了极其成功的开端。我原本只期待低调的、以反对为主的回应，但是在这本书于1987年3月出版之后没过几天，《卫报》（Guardian
 ）就为之刊登了两个版面的特写，随后又涌现了一系列评论文章，一些支持和肯定我的观点，一些则是有褒有贬。与我的预想不同的是，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头两年里，并没有人直接诋毁或正面质疑我是否有能力写这样一本书。那些有褒有贬的评论文章通常接受了我研究中有史料支持的部分，但是对考古方面的内容持保留意见，对我在语言学方面的主张更是表达了怀疑。

这些书评吸引了很多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兴趣，当初退回我的书稿的一些出版社也想重提出版事宜。不过，专业人士的评论再次否定了我的项目，尽管措辞比以前友好得多，也更显尊重。于是，在人文类图书编辑莱斯利·米奇纳（Leslie Mitchner）的热切支持下，罗格斯（Rutgers）大学出版社的主管肯尼斯·阿诺德（Kenneth Arnold）决定运用自己的权力，在一年之中连续出版了三本没有经过常规的专家评审程序的著作，目的就是无条件地接受《黑色雅典娜》这本书。这种做法回避了英国和美国出版界的常规途径，同时也回应了至少一位评论者对我的指责，因为该指责的内容就是：我声称大学出版社的常规做法限制了能得到发表的观点的范围，而我的书能够出版本身就否定了我自己的说法。总之，我现在有两位编辑了，他们就是罗伯特·杨和肯尼斯·阿诺德。感谢他们有勇气出版我的书。不过，自由联合出版社确实接受了赫尔（Hull）基金会的慷慨援助，该基金会向出版商提供资金，资助出版康奈尔大学教师的作品。

《黑色雅典娜》在英国与美国引起的反响存在有趣的相似之处和差异。最突出的差异是政治方面的。在英国引起的反响可以明确分为几类。一种是托洛茨基派的《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
 ）上刊登的极不友好的评论——我不清楚这反映的只是个别评论者的观点，还是托洛茨基派整体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不过总的来说，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喜欢这本书，而以《独立报》（Independent
 ）为分界的其他更倾向右派的报刊则忽视了这本书。

美国的接受模式更加复杂。从一开始，《黑色雅典娜》就受到了左派的欢迎，然而有趣的是，《洞见杂志》（Insight Magazine
 ）上的一篇特写为之做出了极其公正的评论，而《洞见杂志》的编辑们自认为该杂志是“《时代周刊》（Time
 ）的右翼版本”！来自美国的回应的分歧源于自由主义的做法；尽管《黑色雅典娜》越来越有新闻价值，但是《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Newsweek）并没有就此刊出评论或进行讨论，并且《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在很长时间里也采取了彻底忽视的态度。

不过，英美两国反应的相似之处多于差异。《黑色雅典娜》在英美两国都立即得到了黑人和其他非欧裔群体的积极回应。这些群体里的知识分子给予这本书肯定的评论，并且积极推动其销售，多次为我创造机会，让我可以在会议上和媒体访谈中表达我的想法。

《黑色雅典娜》也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视觉艺术家和设计者的兴趣，关于这本书的很多最有见地的评论都刊登在艺术类杂志上。我猜想，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那些关注艺术的人整体上是激进的，并且拒绝接受正统说法，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黑色雅典娜》提供的历史框架，可以解释他们早已察觉到的埃及艺术和希腊艺术之间的相似关系。

更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在英美两国都有相当多的古代史学家和古典主义者支持我的观点，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提出类似的观点。这一发现尽管令人愉快，却也显示出我在社会学知识上的一个主要缺陷。尽管著名的古典主义者弗雷德·阿尔（Fred Ahl）是我的朋友，并在很多年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但是我对作为庞大学科的古典学的印象一直简单得无以复加。我认为古典学是个对手，只有通过旁敲侧击的迂回路线才能战胜它，也就是说，我需要说服受过教育的非专业的公众，尤其是其他学科的专家。我的错误出在两方面。事实上，再没有谁比古典主义者更清楚，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描述遥远的过去时都写了什么；而且，不论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与进行古典学研究的那些人都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展开思考的。进一步说就是，当时已经出现了私下里反对雅利安模式及其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的议论，而我对此并不了解。由于这些原因，加上其他一些理由，与那些对这一领域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的非专业人士相比，相当多的古典主义者反而更容易接受我的观点。

就专业人士思想的开放性而言，最出人意料的例子就是莫莉·莱文（Molly Myerewitz Levine），这位古典主义者曾在以色列的巴尔—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任教，目前执教于霍华德（Howard）大学，后者是美国顶尖的黑人大学之一。她读了《黑色雅典娜》，也注意到了学生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她总体上是喜欢这本书的，但是并不确定是否该相信此书的内容并将之用于教学。因此，她组织了一个小组来讨论这本书，并提请美国语文学协会（American Philological Society）在年会上组织了一次有关会议。

莫莉·莱文询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这样一次讨论会，我立刻答应了。但是我认定她的提议永远得不到通过，即使出于某种奇迹得到通过，讨论会也将遭到边缘化，只能被安排在某个冷清的时辰的某个偏僻的小屋。我完全想错了。在年会活动上，这一小组讨论会被誉为“主席讨论组”，在公共大厅里举行，时间更是黄金时段。

整体上看，那次会议和评论都是极其精彩的，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听众的耐心，他们在闷热的房间里整整坐了三个小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相信了我的观点。另一方面，人们无疑对正在讨论的话题有浓烈的兴趣，这也体现在下面这一事实中：有三本专业刊物想发表会议纪要，最后会议纪要发表在了古典学界最活跃的刊物《阿瑞梭莎》（Arethusa
 ）的特刊上。

会议安排公布之后，我偶然遇到了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那时会议尚未召开，他表示这次会议开得太早了，相关学科通常不会这样快地回应根本上的挑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对他说，我们都生活在“后库恩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学科都可能发生基本的或范式上的转换。我的第二个回答是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我指出，古典主义者或许会为了满足自己而把我肢解。库恩对此的回答是，在会议上实际发生了什么是“完全无趣”的。重要的是，举办会议为我的观点赋予了合理性。

库恩无疑是正确的。自从1989年1月会议召开后，我所提出的观点尽管远未被古典主义者接受为“正统”，却已被普遍视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正统观念的变体。这不是说没有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一直存在，但是到了1989年夏天就几乎彻底变得很微弱了。至于反对意见激烈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一位研究印欧语的语言学家的回应中有所了解。这位语言学家在私下交流时把我的研究与否认大屠杀曾经发生的“修正主义者”相比。这种对比至少在两方面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把雅利安模式和大屠杀置于同样的整体趋势下，这是对我的研究的情绪化的回应；其次，这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表明某一学科的成员会相信，他们对遥远的语言关系的重建，与人类记忆中那数量众多且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证实的历史事件相比，具有同样的准确度。不过，这就如同对我的能力的攻击一样，是晚餐聚会上讨论的话题，并非公开的言论或公开发表的文章。

1989年夏天之后，这本书遇到了一些公开的反对意见，还有不少激烈的公开攻击。这种情况的发生既要归因于美国语文学协会召开的会议，也要归因于美国黑人对这本书的利用，两方面的原因都清楚地表明，《黑色雅典娜》中的观点没有简单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新标准》（New Criterion
 ）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这两本极端右派的刊物开始攻击我的政治观点。《新标准》的评论者显然读了《黑色雅典娜》并进行了思考，他首先承认书中或许包含一些有趣的观点，但是他主张，由于这一项目根本上就是邪恶的，所以有趣的观点也都被我毁掉了。他认为我受到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父亲的影响——我父亲研究晶体学和科学史，是个知名的共产党人。不过这名评论者准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雅利安模式非常契合，而且很多遵循雅利安模式的杰出的古典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由此也就否定了自己的论述。

我认为这位评论者的观点有可取之处，那就是我受到了父亲的很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更多地来自他思想的整体特征、他宽阔的历史视野和对底层群体的同情，而并不是他所相信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

《国家评论》的攻击就没那么有趣，掌握的资料也没那么多。评论先是给出了一些不相关的荒诞说明，比如我是黑人，希罗多德（Herodotos）曾经写过希腊人是金发碧眼。不过在不久之后，我以前的学生发表了一封信，指责我是“白皮肤的”英国毛泽东主义者。令我既惊又喜的是，我的回信同样全文发表了。

保守的古典主义者的学术态度与政治保守主义并无必然关联，他们的方针是我所预料到的。他们常说，或至少暗示，我是能力不够的“狂人”。这种攻击倘若出现在1987年或1988年，或许会毁掉《黑色雅典娜》的学术声誉，但是现在已经为时过晚。

为时过晚的原因是，若以机构的或社会的标准来判断某人是或不是“怪胎”或“狂人”——我认为我们如果要避免彻底的主观性就必然如此——那我的资格是不够被冠以这些称谓的。古典学和埃及学这两个学科与我的观点最为相关，而美国这两个学科最顶尖的专业组织在举办年会时既然为这些观点安排了专门的讨论会，并且我这个写下这些观点的人既然会被请去在国际考古学大会上发言，而专业的期刊还为此出了两期特刊，那么再用“古怪”或“疯狂”来形容我的观点，未免就把这些称谓的含义拓展到了不能成立的程度。

我的另一种错误估计就是，英国和美国那些受过教育的非专业的公众会一起拥护我的观点。我的错误在于他们基本上对《黑色雅典娜》一无所知。如同我前面提到的，《独立报》《泰晤士报》（Times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的读者都不会在报上读到有关这本书的消息。在美国，《纽约时报》也没有刊出这本书的书评。这种忽视非常重要，而且令人好奇，因此需要考虑其细节。重构整个事件并不容易，不过按我的理解，《黑色雅典娜》最早提交给书评委员会时就遭到了断然拒绝，那是1988年。那年晚些时候，美国黑人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亨利·路易·盖茨（Henry Louis Gates）请我编辑了一系列评论和新闻条目，他出于好意，把我汇编的材料强力推荐给报纸。什么都未发生。那年年末，《纽约时报》的一名黑人通讯记者在纽约电视台脱口秀节目《就是如此》（Like It Is
 ）上看到了我。他在以往的《纽约时报》上查找关于《黑色雅典娜》的评论，结果一无所获，于是请我送他一本书写书评。什么都未发生，尽管罗格斯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问起过这件事时，她得到的保证是不久就将发表。1989年秋天，《阿瑞梭莎》出版了美国语文学协会会议特刊，之后罗格斯的编辑再次做了尝试，这一次《纽约时报》同意策划有关《黑色雅典娜》及其反响的特写文章。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最好的做法，因为这不会强迫评论者表明对这本书非此即彼的立场。我接受了有一定长度的采访，一位摄影师被派来拍摄我在书房的照片。就在那时，我接到了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的电话，她正在写一篇特写，主题是黑人关于埃及属于黑人的主张。她也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后来她的特写文章发表了。由于《黑色雅典娜》只是与这一主题有些相关，它在这篇文章中当然没有占据主要位置，但文章的口吻是极不友好的、轻蔑的，目的显然不是鼓励读者阅读这本书。在那之后就再没有出现相关的特写文章。

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这家重要报纸讨论《黑色雅典娜》所蕴含的观点呢？我猜想事情是按顺序发生的：最初这本书被认为是荒诞不经，之后人们认为这本书值得一辩时，又难以找到愿意或能够这样做的专家。时间拖得越久，要承认自己反应滞缓就越是令人尴尬。最后新的因素介入了，他们开始担心，即使他们愿意对《黑色雅典娜》进行有效的攻击，也会收到一大堆来自我的黑人支持者的写满义愤的信件。我猜想，在这一过程背后存在着本质上的忧惧不安，而这不安就来自这样的观念：一个令人尊重的学科竟然会有种族主义的根源，而且种族主义已经渗透到了自由主义思想和卫道士的思想之中。

那些崇尚自由主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种的美国人是如此依赖《纽约时报》，然而报上没有《黑色雅典娜》的书评，这意味着《黑色雅典娜》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有关这本书的信息由学术界和黑人群体这两个中心向外界口头传播，这意味着它在美国的销售模式极为不同寻常。两年多里，书的销售额没有大起大落，而是保持着平稳增长。

现在若要彻底否定我提出的观点已经太晚了，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得到确认的学术话语，正如尼克松的支持者约翰·霍尔德曼（John Haldemann）在水门事件后的出色表述：“你不能把挤出来的牙膏挤回去。”《黑色雅典娜》已经强化了在美国黑人群体中久已有之的信念。我的一些朋友是古典主义者，他们问过我，《黑色雅典娜》被黑人种族主义者利用会不会让我感到困扰。我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憎恨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不过我更愿意停留在我的立场而不是他们的立场上，因为我并不关心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种族主义的关心程度更是少之又少，而白人种族主义者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利用雅利安模式和古典世界的正统观点。无论如何，不管这种情形的政治表现如何，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后半生投入这一研究项目之中，并不只是为了攻击白人种族主义，而是因为我相信修正的古代模式更准确地再现了它所关注的历史，并且我知道理清其分支是件奇妙的工作。

我想再次感谢我在第一卷前言中感谢过的那些人，包括康奈尔大学政府管理系的每一个人，他们不仅容忍我不合常规的行为，而且为我提供了鼓励和报酬。我要再次特别感谢Frederick Ahl、Gregory Blue、Saul Levin和David Owen，在这个名单里我还要加上Eric Cline、Susan Hollis、Edward Meltzer、Gary Rendsburg、Anthony Snodgrass和James Weinstein，所有这些人都曾为我提供过大量重要信息，并且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没完没了的问题。

一些男士和女士在过去3年里支持了我的研究项目并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我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些人包括：Anouar Adbel Malik、Meg Alexiou、Tariq Ali、Ahmed Ben Bella、Geoffrey Chester、Eleni Cubitt、Basil Davidson、Margaret Drabble、Grégoire Dunant、Skip Gates、Angela Gilliam、Richard Gott、Shoma Keita、Molly Myerewitz Levine、Listervelt Middleton、Jonathan Miller、John Najemi、Gil Noble、John Peradotto、Jamil Ragep、John Ray、Nancy Ramage、Edward Said、Robert Stieglitz、Michael Vickers、Raymond Westbrook、Jack Winkler。

我还要感谢其他很多人，他们为我完成本卷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些人包括：Michael Baillie、George Bass、Patricia Bikai、John Coleman、D. O. Edzard、Lucy Goodison、Peter Huber、Bernard Knapp、Peter Kuniholm、A. Lambropoulou、Connie Lambrou-Phillipson、Ernest McClain、Sarah Morris、Scott Noegel、Kevin Pang、Andrew Ramage、Barry Strauss、Cornelius Vermeule、Emily Vermeule、Anita Yannai。

我想感谢Bob Young、Ann Scott和1986/1987年冬天在自由联合出版社工作的人员，他们付出了非凡的努力，推出了一本制作精美、足以吸引读者的书。这一次我要感谢如今在那里工作的人员。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Selina O’Grady，她不知疲倦地帮我修改杂乱无章的文本；我还要感谢校对者，Adaya Henis和Leofranc Holford-Strevens博士，以及索引编写者Jane Dieckmann，我的稿子中有一大堆错误，是他们帮我改正了其中一些。至于书中仍存的诸多事实错误和阐释错误，我当然要负全责。

除了感谢我在英国的出版者之外，我还要向美国的出版人表示感谢，特别是Leslie Mitchner、Marilyn Campbell和Ken Arnold，他们一直不断地给予我鼓励、支持和有益的建议。我也非常感激Jenny Jardine，我稿子中的素描十分粗略，甚至连方向都是含混不清的，是她以此为基础绘制出了精美的地图。

与以往一样，没有家人的爱和支持，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完成这一卷书的写作。我要感谢我的妻子Leslie和我的孩子Sophie、William、Paul、Adam和Patrick，我的女婿Mark和我的母亲Margaret，正是他们让我始终生活在现实中。一旦脱离了现实，任何学术成就都毫无意义。



转写和表音拼法

埃及语

埃及语词汇所用的拼字法是被现代埃及学家所接受的标准拼字法，唯一的例外是用з来代表“兀鹫或双重˃
 aleph”，它经常被印刷为两个紧挨着的逗号。

无论古埃及语中з的确切发音是什么，它在闪米特语文字中都被转写为r，l，甚至n。这一辅音值至少被保留到了公元前17世纪的第2中间期。在晚期埃及语中，它似乎变成了一个˃
 aleph；后来，它像南部英语的r一样，仅仅变换邻近的元音。з是埃及学家使用的字母表序列中的第一个符号，下面我会继续讨论其他具有晦涩或困难音值的字母。

埃及语ỉ对应闪米特语的˃
 aleph和yōd。在许多语言中都发现了˃
 alephaleph，几乎在所有的亚非语中都有它的存在。它是元音前的喉塞音，正如伦敦东区土话中的“bo˃
 le”或者“bu˃
 e”（“bottle”和“butter”）。

埃及语˂
 ayin也出现在大多数的闪米特语言中，它是发音的或口语的˃
 aleph。埃及语形式似乎与“后”元音o和u有联系。

在早期埃及语中，符号w写作鹌鹑小鸟，可能有纯粹的辅音值。在晚期埃及语中，它似乎经常被读作元音o或者u。晚期埃及语是对希腊语影响最大的埃及语形式。

写为r的埃及语符号在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通常转写为l。在后来的埃及语中，它似乎和з一样被弱化，仅仅成为元音的变换者。

罗马字写为h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字母似乎被读作重读的h。

埃及语和闪米特语ḫ代表的声音类似“loch”中的ch。后来，它完全与字母š相混淆。

埃及语字母ẖ似乎代表着声音ḫy。它也变得与š相混淆。

本书写作s的字母过去被转写为s或z。

š读作sh或skh。后来，它变得与ḫ和ẖ非常混淆。

ḳ代表着重读的k。不一致的是，我遵从闪米特学家的普遍做法，用q来代表闪米特语中的相同声音。

字母t大概原本读作ty
 。但是，即使在中期埃及语中，它就已与t相混淆。

同样，ḏ经常与d互换。

埃及名字

埃及神灵的名字根据最常见的希腊语转写方式进行元音化，例如˃
 lmn转写为Amon。

君王的名字一般采用加德纳（Gardiner，1961）版本的著名法老的希腊名字，例如Ramessēs。

科普特语

科普特语字母表的大多数字母来自希腊语，所以使用同样的转写形式。额外6个源自古埃及世俗体的字母的转写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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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米特语

闪米特语辅音的转写相对符合惯例。几种与埃及语有关的复杂情形上面已经提及。除此之外还有如下情况：

在迦南语中，ḫ音和ḥ音融为一体。本书的转写有时反映的是作为词源的ḫ，而非后来的ḥ。ṭ是重读的t。

通常转写为th的阿拉伯语发音在本书中写作ty
 。dh/dy
 是同样的情况。

乌加里特语中与阿拉伯语Ghain相对应的字母转写为ǵ。

闪米特语中重读的k写作q，而非埃及语中的ḳ。

闪米特语字母tsade几乎可以肯定是读作ts，写为ṣ。在希伯来语中，从公元前一千纪起，字母shin就写作š。但在别处，它仅仅转写为s，而非š，因为我质疑后一发音的古代性和范围（Bernal，1988）。然而，这造成了与字母Samekh的混淆，后者也转写为s。字母Sin转写为ś。

转写中不标明字母中点（dagesh）或塞—擦字母（begadkepat）。
(1)

 这是为了简单起见，也是因为我不确定它们是否出现在了古代及其出现的范围。

元音化

《圣经》马所拉本的元音化完成于公元9世纪和10世纪，但反映了古老得多的发音，其转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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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元音转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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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音符号和祷文吟诵通常不标出。

希腊语

辅音的转写遵循的是标准的方式。

v转写为y。

长元音η和ω写作ē和ō，而长α则写作ā，这是很重要的。

重音符号通常不标出。

希腊名字

译写希腊名字时不可能保持一致，因为一些名字太有名了，必须给出它们的拉丁语形式，例如Thucydides（修昔底德）或Plato（柏拉图），而非其希腊语形式Thoukydidēs或Platōn。另一方面，把鲜为人知的人名或地名改写成拉丁语形式是荒谬的。因此，比较常见的名字以拉丁语形式给出，而其余名字直接从希腊语译写。只要有可能，我就会遵从彼得·列维（Peter Levi）对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的翻译，该译文保持的良好平衡符合我的品味。但是，这意味着在名字的转写中出现的许多长元音没有被标注。






(1)
  字母中点（dagesh）指作为变音符号置于希伯来字母内的点，表示辅音重复，或者表示辅音是塞音，而非擦音，书写时通常省略。塞—擦字母（begadkepat）指古希伯来语的六个字母，它们有两种发音，加字母中点时为塞音，没有时是擦音。——译者注



地图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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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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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亚非语系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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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印度-赫梯语系



[image: ]
地图2：闪米特语族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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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印欧语系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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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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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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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6　公元前四千纪接触交往的考古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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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7　外界对新石器时代和早期弥诺斯时期的克里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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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8　克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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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9　希腊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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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0　波伊奥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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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1　阿卡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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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2　色梭斯特里斯、森乌塞特一世（和三世）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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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3　公元前两千纪和公元前一千纪的安纳托利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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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4　公元前18世纪的希克索斯人的迁徙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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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5　和平的埃及，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3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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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6　和平的埃及，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3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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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7　中东，约公元前1240年





年代表


表1　埃及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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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布雷斯特德（1906，I，第40—45页）；迈尔（1907b，第68、178页）；《剑桥古代史》（简称CAH）（I.2B，II.1，II.2卷末图表）；黑尔克（1971，图表；1979，第146—148页）；梅拉特（1979，第9、19页）。


表2a　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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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爱琴海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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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H：《剑桥古代史》第三版。

K&M：巴里·肯普和罗伯特·梅里利斯（Kemp and Merrillees, 1980）《公元前两千纪埃及的弥诺斯陶器》（Minoan Pottery in Second Millenium Egypt.
 ）。

Bet.：贝当古（Betancourt, 1989）《高位年表和低位年表：锡拉岛考古学证据》（“High Chronology and Low Chronology: Thera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Bernal 1：《黑色雅典娜》第一卷

Bernal 2：《黑色雅典娜》第二卷



绪言

《黑色雅典娜》这套书的第一卷讨论了有关古希腊起源的两种观点。我把第一种观点称为古代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原本居住在希腊的是佩拉斯吉人（Pelasgian）和其他一些原始部族。在“英雄时代”，埃及人和腓尼基人（Phoenician）统治了希腊的很多地方，正是这些外来殖民者使希腊大陆的居民“文明化”。第二种观点则是雅利安（Aryan）模式，根据这一观点，希腊文明是文化混合的结果，这一混合发生在讲印欧语的希腊人从北方而来征服了更早的“前古希腊时代”的民众之后。古代模式在5世纪的希腊盛行，从那时起到18世纪末期一直得到认可，却在19世纪初期被人推翻，并在19世纪40年代被雅利安模式取代。我在第一卷中试图追索的就是这一过程。

第一卷的绪言勾勒了这一项目的整体轮廓，我在其中宣明了我的主张，认为雅利安模式应该被我所说的“修正的古代模式”取代。修正的古代模式一方面承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移居古希腊并对其造成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它考虑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希腊语在根本上属于印欧语（Indo-European language）。同时，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它也进行了诸多年代学上的调整。我在第一卷卷末这样写道：

（雅利安模式的）孕育即便是罪恶的，甚或是错误的，并一定会影响到该模式的有效性。在同一时期产生的达尔文主义带有很多同样“不光彩”的动机，然而一直不失为一种很有用的启发性理论图式。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尼布尔（Niebuhr）、缪勒（Müller）、库尔提乌斯（Curtius）和其他一些学者都处于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说的“梦游”状态——这个词被用来描述那些外部原因和目的不为后世所接受的有用的“科学”发现。对于本卷书，我的全部声明就是，它提出了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就是，即使雅利安模式的可疑起源不能证明它是错误的，至少也会使人质疑，它相对于古代模式是否具有内在的优越性。
(1)



在对第一卷的众多评论中存在着一些怀疑论调，它们针对的是，我所提出的修正的古代模式是否有效或符合“事实”。然而另一方面，我的史料编撰方案得到了普遍接受。得到普遍接受的还有我的这一论点：建立起雅利安模式的人大多数都是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尽管我这样说有些直截了当。人们也承认，这些看法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书写。由于人们有这样的反应，我认为我有理由继续我的研究项目。

这一项目接下来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第一卷的很多评论家都直接表明或提出暗示，认为我若要按我在绪言中阐明的研究方式去完成令人信服的工作，就将遇到很大困难。他们的看法很正确。结果我不得不在三个重要的方面改变了项目计划。首先，我原本只计划用两章来叙述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和青铜时代的文献资料，然而现在，我发现我有必要用整整一卷书来记录这两类信息来源。

第二，我原本要把不同类型的证据完全分开，然而这种想法完全行不通，因为我已发现，要指出一类证据的意义，就不能不提及其他类型的证据。例如我认为，中王国时期（Middle Kingdom）之初在埃及恢复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公元前21世纪在克里特修建的宫殿。我相信，若要使这一观点令人信服，就只有把它和这一时期被引入克里特的公牛膜拜及其在埃及的先例和对应形式联系在一起。同样，我认为，要探究米特·拉辛纳（Mit Rahina）碑文的意义，就必须非常全面地审视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资料以及考古证据。因此，我放弃了把学科精确性应用到材料中的努力，而是采取了同时涉及许多不同类型的信息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

这就导致了我对原计划的第三点改变，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改变。我褪下了在两种模式间不偏不倚的表象。由于我奉行修正的古代模式，我一直都清楚，这样不偏不倚是困难的，然而最终我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如今，我不再以“中立的”方式去评判二者存在竞争关系的启发作用，而是试图展现出，对于描述并解释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和本质，修正的古代模式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做到比雅利安模式更完整和更令人信服。


 倾向于修正的古代模式而非雅利安模式的内在原因

古典学者麦克尼尔（R. A. McNeal）于197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极具趣味性，尽管在我看来它从根本上是误导性的。文章主张，“史前的”爱琴文明可以从四种方式入手进行探究：“（1）考古文物；（2）语言；（3）骨骼（如果愿意采用）；（4）希腊神话和传说。”
(2)

 今天的考古学家对建筑、定居模式、工业和农业活动的痕迹非常感兴趣，它们并不限于人工制品，而且，极不明确的概括性的证据或迹象也轻易被纳入了考古学的范畴之内。除了诸如此类可以成为次要反对理由的事实之外，这一方案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忽视了同时代的文献。爱琴文明的青铜时代并不像麦克尼尔所想的那样“史前”。希腊、黎凡特（Levant）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文本都有很多地方谈及爱琴文明，更重要的事实是，存在着用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写就的泥板。因此我认为，文字记录才是最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原本想以关于“同时代的文字资料”一章作为本卷书的开头。不过，由于考古学能够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而这一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关于爱琴文明的书面证据，因此我更改了写作计划，只在这一卷的第十章中才提及了关于近东和爱琴海之间接触的书面证据。

麦克尼尔强烈反对所有试图从考古、语言、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和传说这四大范畴中综合得出证据的做法，他主张，人们永远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关联。他的这一看法是合理的。但他也认为，学者不应擅入相邻的领域，因为他们不可能理解其他领域的专业奥秘，这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我反对他的这种观念，并且在第一卷书中就已经向读者表明了我的主张。

此外，我无法接受他对确定性的要求。我的整个项目的基础是有竞争力的可信性原则，而非确定性，这只是因为，在这些领域要达到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相信，人能做到的最多是达到有竞争力的可信性，而且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综合从各方资料中得出的证据，哪怕我们同时也知道这样做具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在这一卷里，尽管我试图区分不同的方法，但是在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时，我也不会感到沮丧。

在从不同来源的证据出发探讨修正的古代模式的价值之前，我想先探讨该模式相对于雅利安模式所具有的内在合理性。古代模式的优点是，它的存在更接近其所涉及的时期。反对的观点认为，古代模式最早是在公元前5世纪得到证实的，而我相信，在公元前18世纪的希腊就已经存在着近东殖民定居的情况，可以认为，二者之间存在1200年的时间差距，这要超过我们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之间的时间差距，并且，存在于迈锡尼和古典时代的希腊之间的这一时间间隔，在性质上并不比我们与假想中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在希腊的殖民定居之间所间隔的那3500年的时间更短。

有若干很好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一论点。首先，就如鲁思·爱德华兹（Ruth Edwards）在她的《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希腊传说与迈锡尼文明研究》（Kadmos the Phoenician: A Study in Greek Legends and the Mycenaean Age
 ）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文学和艺术的大量详尽证据都可以证明，古代模式存在于古风时代［（Archaic Times）公元前776年—公元前500年］甚至几何时代［（Geometric Times）公元前950年—公元前776年］。这就使历史差距缩短了几个世纪。
(3)

 而且，写有B类线形文字的泥板也证实，至少在宗教上，从迈锡尼到古典希腊时代存在着值得注意的连续性，这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的支持。
(4)



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西闪米特（West Semitic）字母表在公元前1400年之前就被引入了爱琴海地区，而且不管怎样，近期有关碑文的发现和考释都表明，希腊字母表实在不太可能是在公元前11世纪之后才被借用或改写的。
(5)

 塞浦路斯音节文字——直到近期——在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留存了五个多世纪；而东克里特的A类线形文字显然存在了一千多年。因此，极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伴随着迈锡尼宫廷社会在公元前12世纪的垮台，所有的B类线形文字迅即消失。
(6)

 于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一些资料从青铜时代晚期一直留存到了铁器时代早期。而另一方面，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退化，这段时期很多事实资料都已佚失，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则越来越多，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线形文字和字母表的存在在时间上是重叠的，甚至可能在几个世纪里都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几乎不可能认为，在希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几个世纪无文字记录的无知状况。

举例来说，《伊利亚特》（Iliad
 ）第二卷中有关于迈锡尼各个城市的非常详细的描绘，但是当荷马在公元前9世纪写作这部作品时，其中的很多城市似乎都已经消失了。因此，他的描绘很可能是基于青铜时代的文字材料。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作家不仅有书写和口述的传统，还能够探访到一些保存良好的迈锡尼遗迹，而且我们知道，那时人们也在开展某种形式的考古活动。
(7)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古典时代的埃及祭司、腓尼基人、美索不达米亚人都可以得到来自青铜时代的大量记录。在希腊化时期，这些古代文本中的一部分被翻译成了希腊文或由祭司和学者——如埃及人曼涅托（Manetho）、毕布勒的腓尼基人斐洛（Philo of Byblos）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贝洛索斯（Berossos）——概括总结。
(8)

 对于希腊作家，比如阿布德拉的赫卡泰奥斯（Hekataios of Abdera）、以弗所的米南德（Menander of Ephesos）和其他人，这些和其他资料都是可利用的。在这之前，在公元前6世纪，希罗斯的斐勒库德斯（Pherekydes of Syros）应该就是以埃及人和迦勒底人的文本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的。
(9)



与之相对的是，尽管能够接触到原始资料，但是希罗多德、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keliotes）和其他古代作家对于埃及历史只具有含糊不清的看法，在很多方面都还不如现代埃及学学者。
(10)

 不过，米特·拉辛纳碑文的发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因为埃及学的显著成果就过高估计现代知识的完整性——这一碑文描述了此前不为人知的公元前12世纪对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大量探险和旅行。在这种情况下，注意到希罗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在对色梭斯特里斯（Sesōstris）征服的叙述中（见以下第五章和第六章）似乎曾提及这些活动，就是发人深省的了。因此，古代希腊人很可能知道现代学者所不了解的埃及和爱琴海之间的联系。

在更普遍的层面上，重要的是注意到，埃及学学者在诸多方面依赖承袭自曼涅托的埃及传统，并仍然使用他所传续下来的传统的朝代框架。学者们也时常参考引证希罗多德、普鲁塔克和狄奥多罗斯的记述，这些人与历史的直接接触使之产生了对古埃及的独特“感觉”，这种感觉是现代学者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现代埃及学学者与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优越性无法与黎凡特相提并论。乌加里特（Ugarit）的泥板对青铜时代晚期叙利亚的一个主要港口在一个多世纪里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而有趣的描绘，同时也为西闪米特的宗教和神话提供了重要证据，哪怕这些证据是支离破碎的。在阿马尔奈（Amarna）发现的楔形文字让我们了解到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沿海地区在公元前14世纪的几十年里的政治情况。不过，在南黎凡特，主要的书写材料是莎草纸，而莎草纸也在腓尼基的各城市里大量使用。就如公元1世纪犹太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所说的那样：

在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对他们从遥远时代开始的编年史的关注中……在同希腊人接触的国家里，是腓尼基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书写
 记录普通的生活事件和重要的公共事件。这是普遍承认的事实，因此我认为我对此不必多言。
(11)



尽管在前一千纪里，很多腓尼基城市被毁，一些资料似乎还是幸存了下来，并流传到了希腊化时代甚至罗马时代。正如约瑟夫斯所写的：

过去的许多年里，推罗地区（Tyre）的人们一直会把有关自己地区历史以及对外交往中的重大公共事件记录下来，这些记录由城邦汇编并精心地加以保存。……他们［希兰（Hiram）和所罗门（Solomon）在公元前10世纪时］互通的信件有很多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12)



这些资料都没能保存到现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唯一一部真实存在的迦南文学就是《旧约》。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不过其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以色列的，而这个内陆国家与地中海地区几乎没有多少接触，更不必说与爱琴海地区的交往了。由于没有什么文本，考古记录也含糊不清支离破碎，现代学者对青铜时代晚期黎凡特海岸的了解要比对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了解少得多。

在爱琴海地区，B类线形文字泥板提供了关于迈锡尼后期宫殿经济的重要信息和非常宝贵的语言学证据。这些泥板也为了解青铜时代晚期希腊的宗教情况提供了一些令人好奇的线索。不过，它们并不包含任何神话或历史文本。

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对希腊的考古挖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系统，并已出土了很多重要的证据。人们已经建立起了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的陶瓷地层的连续序列。但是人们还无法判定绝对年代，对于我们最关注的阶段之一，即青铜时代中期和青铜时代晚期的交界，其年代的界定直到最近仍然非常模糊，与中东的历史事件相对照的编年体系或年代对应也成了激烈争论的对象。
(13)

 一直存在的一种趋势就是，在碳14和其他独立的年代测定法不能与事先预想的年代表相吻合时，学者们会选择不信任这些测定法。例如，著名考古学家保罗·阿斯特罗姆（Paul Åström
 ）曾做过下述说明：

我想强调，要对古希腊青铜时代的年代进行精确判定，碳14年代测定法是没有用的，下面的例子或许可以证实这点。用碳14年代测定法测量7份属于锡拉岛（Thera）毁灭时的存活期很短的生物化石样品，平均得出的校正碳14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668±57年。这样的结果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其他依据普遍支持的观点是，此次火山喷发发生在公元前15世纪上半叶。
(14)



就这一例证而言，其他诸多独立的方法已经证实了被阿斯特罗姆视为“荒谬”的古老日期——正如我将在第七章中展现出的那样——很多学者都在改变自己的看法。
(15)

 我在此试图强调的是，正统的雅利安模式确立的时间，远远早于新的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爱琴海考古学的时间，人们对新科技得出的结果的普遍反应则是将之嵌入原有模式之中，而不是对原有模式进行调整或弃置。要对这两种模式在竞争中的这一方面进行判断，不应依据它们确立之后追随者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应依据它们形成时人们的知识状态。雅利安模式的形成时间是在19世纪中期。举例来说，那时还没有年代学之类的考古学知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能够对在埃及发现的弥诺斯（Minoan）和迈锡尼的陶器进行年代测定为止。
(16)



今天，即使人们能够开始准确地测定陶器的年代，并发现陶器的产地，陶器也还是不能开口告诉人们它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所讲的语言，更不能证明或排除一切外族入侵或人口迁徙，除非这其中出现了彻底的文化断裂，然而文化断裂并不常见。因此，考古学自身无法回答我们所感兴趣的这一问题：在青铜时代，埃及和腓尼基对爱琴海的影响属于什么类型、达到何种程度以及持续了多长时间。

就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对青铜时代的了解所进行的评估，主要依据是公元前13世纪之后文化断裂的程度。然而在埃及，文化断裂是不存在的，据说埃及祭司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就曾经这样告诉梭伦（Solon）。
(17)

 清楚的是，尽管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埃及存在着一些政治不稳定和经济衰退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文化的连续性或对过去的了解并没有出现中断。我们在第一卷的附录中已经描绘过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海洋民族（The Sea Peoples）对近东的入侵，这一入侵的确引起了黎凡特海岸的文化断裂，后者似乎又导致了城市类型的变化和又一社会形态的开始，由寺庙而非宫殿统治的城市取代了青铜时代那些已经彻底商业化但主要处于王室统治下的城市，我们为了便利，可以把这些城市进入的社会形态称为“奴隶社会”。
(18)

 尽管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城市在遭到破坏后很快就重获活力，这一过程只用了几十年而非几个世纪，因此城市在物质文化上体现出了强大的连续性。我们甚至可以从公元前11世纪埃及旅行者温·阿蒙（Wen Amon）的叙述中得知，至少在主要城市毕布勒，官方记录保留了一个多世纪。
(19)



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战乱永久性地毁掉了赫梯（Hittite）帝国，不过，正如赫梯研究专家詹姆斯·麦奎因（James Macqueen）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不能假定发生了四百年的动乱，人们彻底退回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
(20)

 。赫梯帝国的很多传统延续到了铁器时代。希腊的情况也不例外，正如我在上面所论述的，文化断裂并不像惯常所描述的那样严重。总的说来，文化断裂在局部地区是灾难性的，但是就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而言，所谓的黑暗时代并没有造成与既往的彻底断裂。

公元5世纪到8世纪期间发生了极不寻常的文化崩溃，由此给“黑暗时代”
(21)

 带来了不好的名声。尽管拜占庭（Byzantium）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它也不得不为此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伊斯兰教虽然也保留了埃及、希腊和巴比伦的一些机构、科学和哲学，但是与此同时也的确创建了全新的开端。在西欧，法兰克帝国（Frankish Empire）与其声称战胜的罗马完全不一样。总的来说，中东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已经被古希腊和罗马的征服大大削弱了，但它们还是留存了下来，直到哥特和阿拉伯入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取得胜利为止。
(22)



伴随着一神论的兴起，文明遭到了破坏，其中就包括苏美尔语（Sumerian）、阿卡德语（Akkadian）和埃及语这三大早期文明的书面语言的消逝。因此，与公元500年到公元800年间的激剧的文化断裂相比，公元前12世纪的骚乱就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尽管在古代模式的支持者所生活的年代，青铜时代的传统已经逝去，但他们仍然处于古代的世界。与此相对的是，支持雅利安模式的人生活在距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冲突（coupure）过去了很多个世纪的时代里。

总的来说，可以明确的是，由于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致力于古代模式的学者们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即他们比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掌握了更多有关青铜时代的资料。不过，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声称他们的学说自有其优胜之处，不是更多地基于资料的数量，而是基于他们的这一观点：他们不同于以“轻信”著称的古典的和希腊化时代的作家学者们，他们遵循的是批判的方法和科学的视角，完全能以此弥补缺乏资料的不足。

德语中用名词“Altertumswissenschaft”（古代学）来描述这项新的研究，这个单词与它的英译“science of antiquity”（古代科学）相比意义更加宽泛。然而，就“科学的”这种说法的含义而言，即使是从广义上来看，也表达了19世纪早期时学者们的兴奋和信心，这种感觉使他们漠视其眼中所有“怪异”的前辈学者。准确地说，人们在18世纪90年代开始宣称自己是“科学的”，这是受到康德术语的影响，在时间上要早于19世纪前二十年蒸汽和电力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不管怎样，正如铁路、轮船和电报超越了以前所有的交通和通信手段一样，19世纪的语言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们也相信，他们科学的和“批判的”历史学方式或“方法”让他们能比他们的前辈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在新一代的学者看来，古代模式是一种错觉和幻想。正如“科学的”史学家们只好不去引用希腊文明中所有关于半人马、塞壬等神话怪物的记述，因为它们违反了自然史法则一样，关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曾给希腊带来文明教化的古代观点也必须被删去，因为它们违背了“种族科学”的法则。需要重点提到的是，对于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来说，种族法则处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地位，所谓的“历史的种族原则”广泛可见，这也成了新历史学家们对史学的主要贡献。
(23)



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声称其理论具有客观性，但是，根据在第一卷中讨论过的有关古典学术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一些具体细节，他们的这种主张并不可信。
(24)

 简单来说，正如19世纪学者的学术水平或许会比古典时代的动物学或物理学学者的水平更高，在有关近东地区对希腊的影响的议题上，大多数雅利安模式的创建者比古代的希腊学者更缺乏客观性。然而，古代的希腊学者一方面希望能建立自身与古代文明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自身的文明从属于埃及和腓尼基文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想法使古代希腊学者们感到进退维艰；与此同时，埃及和腓尼基文明仍然伴随在希腊文明的左右，却又遭到了普遍的轻视。与希腊学者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9世纪的学者们都一味地鼓吹和强调“种族”特点的稳定持久性和欧洲文明的本质优越性，鲜有例外。

如上所述，雅利安模式被提出后至少部分地得到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支持，但这一事实本身无法说明这一模式是错误的或不具有启发作用。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仍然会认为达尔文的理论非常有用，而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是基于前者的。另一种假说与我们论述的议题有更直接的关联，那就是认为雅利安人征服了北印度。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9世纪持种族主义观点的印度学研究者曾陶醉于这一假说，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该假说不正确。近期激进的学者们提出的批评也无法证明它是多余的。
(25)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和希腊不同的是，在印度，在人们多少能够料想到的地方，都存在着鲜明的古代传统，其中体现出的是雅利安人对北部的征服和前雅利安时代的各种语言的留存。在本卷书第八章中，我会论证这一观点：维多利亚时代和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希克索斯人（Hyksos）入侵埃及也牵涉到了来自叙利亚北部的一些民族，其中或许包括所讲语言隶属印度—伊朗语族甚或印度—雅利安语族的人，他们或许是正确的。因此，在一些情况下，使用“雅利安模式”似乎是合适的。那么，为什么这种模式不适用于希腊呢？借用凯斯特勒的说法，创立雅利安模式的种族主义者会不会处在“梦游状态”呢？或者说，从外部因素出发的话，他们或许可以建立起成功的、有成效的模式，就好像那个时代的达尔文提出自己理论模式的方式一样。

然而，事实上，雅利安模式在具有启发性这一方面并不成功，至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这样，当时希腊文化和希腊语中的印欧语系特点大部分都已被发现。因此，尽管雅利安模式战胜了古代模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雅利安模式具有优越性。实际上，达尔文主义因其对自然史的理解而硕果长存，雅利安模式却完全无法充分解释古希腊文明的起源和本质，二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读者可以不赞同我的分析或给出的词源，但谁都无法否认，古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神秘莫测。因此，除了基于内在的本质原因使得我更愿意接受古希腊人对自己历史的看法之外，也正是因为雅利安模式本身存在很大的不足，在这卷和下卷书中我希望能够展示，修正的古代模式所具有的更强的解释力。


 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让我们回头继续讨论古代模式到雅利安模式的转变，不过现在要以更抽象的方式来进行观照。虽然库恩的范式针对的是自然科学史，但我相信，在研究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时，它们同样具有启发作用。在我把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视为范式或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ces）时，也已不像在第一卷中那样犹疑。雅利安模式符合库恩的要求，库恩认为“学科基质”必须是“学科的”，因为它是实践者对于专业学科的普遍掌握；同时也是“基质”，因为它由不同种类的有序元素组成，其中每个元素都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细分。
(26)

 就如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所说的，库恩有时认为，“范式”或“学科基质”是这样的：

永无可能……给出任何不依赖语境的“合理的理由”来支持喜新弃旧，给出任何支持“前进”或“进步”的永远成立的证据。概念、理论和步骤在改变；问题在改变；判断标准在改变。……没有什么能够为比较评判提供本质性的稳定基础。革命把科学生活中不相称的形式区分开来。
(27)



这是在用理论术语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我的项目发生了改变。我原本是以超然的态度不偏不倚地评价两种模式的启发作用，现在变成了去展示在新的模式或范式下能做什么。库恩还论述了从一种生产模式到另一种的转变，他所用的表述显然会让人联想起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科学家会不愿意接受它（新的范式），除非能让他们相信，该范式可以满足两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首先，新的候选者必须表现出有能力解决某种突出的、公认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以其他方式绝对无法解决。第二，新的范式必须保证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解决问题的具体能力，这种能力是由先前的范式逐步赋予科学的。
(28)



这一说法在很多方面似乎与拉卡托斯（Lacatoš）的观点相似。拉卡托斯认为库恩的范式转移具有任意性，在评论这种任意性时，拉卡托斯坚持的是“剩余的解释性价值”（surplus explanatory value）。
(29)



摧垮古代模式的最大异常，是其信条与19世纪世界观（Weltanschauung）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之处。古代模式认为，希腊文明源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而19世纪的世界观把种族视为历史的主要决定因素，其承继关系则是不言自明的白皮肤˃棕皮肤˃黑皮肤。“原地生成模式”（Model of Autochthonous Origin）超越了这一问题，但该模式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被柯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明确提出，不过早在1820年到1840年间，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Karl Otfried Müller）和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就已经谈到了这一模式的理念。
(30)

 但是，这一模式并未给关于早期希腊史内部动因的研究带来任何益处，事实上，格罗特对此已经完全放弃。
(31)



雅利安模式所能做到的比这更多。对于希腊语和印欧语系的关联，雅利安模式提供了库恩所说的“范例”。不过，这一新的模式未能满足库恩的第二项要求：“新的范式必须保证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解决问题的具体能力，这种能力是由先前的范式逐步赋予科学的。”几乎与此完全相反，人们瓦解了古代模式才确立了雅利安模式，一切全都重新开始。那么，为什么19世纪的古代历史学家没有遵循库恩的模式呢？答案似乎就在于，他们认为古代模式有太多不正常的地方，这使其他任何模式——或根本没有模式——更可接受。雅利安模式之所以胜出，唯一的内在原因就是它能够解释希腊语的印欧语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优势，与此同时，一方面存在的是否定希腊传统的需要，另一方面存在的则是众多早期学者已经发现的近东文化在希腊留下的种种痕迹，雅利安模式的这一优势与这些因素相互交融。简而言之，尽管雅利安模式取代了古代模式，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赋予雅利安模式任何优越性。


 观点概述

在此我要概述一下本书的内容，我希望能以此为读者提供一些线索，指引他们穿过即将进入的由事实和观点构建的迷宫。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卷书的重点是为青铜时代的希腊及其与地中海东部其余地区的关联提供考古学和同时代文献两方面的资料佐证。书中也会讨论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包括语言、地名、神话和宗教，不过这些将是第三卷和第四卷的焦点所在。

这卷书的第一章介绍的是公元前2100年以前的克里特岛。这座岛屿位于非洲、欧洲和亚洲三大洲之间，通常被视为沟通这三大洲的最重要的“桥梁”之一。这一章概述了新石器时代克里特的情况，包括公元前6000年以前从安纳托利亚引入的制陶业和农业，以及埃及、利比亚、黎凡特乃至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和希腊大陆对北方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属于这一漫长时期的考古发现中表现明显。

在新石器时代，克里特的地位相对而言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当时爱琴海周边最为繁荣的地区是希腊北部种植小麦的广袤平原。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某一时期，人们迎来了青铜时代，这些平原地区随之衰落，爱琴海南部的沿岸地区和岛屿则日渐富有和兴盛。人们讨论过发生这种区域转变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从东方引入了新的“地中海”作物，尤其是众所周知的葡萄和橄榄；另一些学者则质疑这些作物引入的时间，他们更愿意强调造船业的进步和贸易的增进。不论是哪种情况，从北方到南方的转变似乎都标示着同近东的更多接触。

新的科学技术可以精确定位含有铅的金属制品和陶器的原产地，这些新技术已经证明了20世纪早期“修正的传播论者”理论（Modified Diffusionists），并否定了以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柯林·伦弗鲁为代表的极端孤立主义者的观点。如今人们清楚的是，在公元前四千纪末期和三千纪早期，存在着范围极广的贸易活动，从中东向西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和匈牙利，向东则远至阿富汗。在这一更广阔的区域范畴下，若再认为地中海东部各地的相互接触有限，就未免显得荒谬了。

在以克里特为核心内容的第一章中，也讨论了这一时期该岛出现的新的冶金术和新的陶器风格，还有其他似乎可在黎凡特找到渊源的文化特征。西闪米特语最有可能进入克里特的时间，就是青铜时代早期的开端。从那时起，直到希腊语在公元前两千纪下半期兴起以前，西闪米特语即或没有占支配地位，也一直是岛上的重要语言。同样清楚的是，早期弥诺斯时期的克里特宗教受到了埃及的很大影响，岛上发现的埃及以及黎凡特的器物和艺术主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

这里同时讨论的还有女权主义考古学者露西·古迪逊（Lucy Goodison）所做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工作。古迪逊驳斥了那种认为克里特人有冥府或大地母亲神的观点。她论述说，图像研究显示，太阳被视为阴性。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更愿意把大地母亲的形象当作合适的非雅利安人的崇拜对象，这背后存在着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有趣原因。从19世纪早期起，语言学家就把雅利安人视为阳刚的、崇尚精神、崇拜天空的民族，而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则主要是阴性的，和大地、物质联系在一起。在埃及，太阳是阳性的，天空是阴性的，大地是雄性的。露西·古迪逊认为她重构的宗教为克里特人所独有，这是正确的。不过，她也指出了克里特宗教与埃及宗教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认为太阳是乘船驶过天空的，而两位处于哀伤中的女性形象似乎与埃及女神伊希斯（Isis）和奈芙蒂斯（Nephthys）相似，后二者是在哀悼奥西里斯（Osiris）之死。

总而言之，似乎清楚的是，在克里特内部存在着地域文化差异，其中都包含了从新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本地元素。同时它们也显示出邻近地区文化的重大影响，包括基克拉泽斯群岛对北方，安纳托利亚对东北，甚至还有埃及对南方，黎凡特对东南的影响。在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出现很久后，这一谨慎的、常识性的观点直至20世纪60年代一直都被广泛接受。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即使是承认前古希腊的文化受到了“东方的”影响，也不会对雅利安模式产生什么威胁。不讲印欧语，然而属于高加索并隶属于欧洲的前古希腊居民如同过滤器，过滤掉了非洲和闪米特对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举例来说，著名的激进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理论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就主张“修正的传播论”以及近东对早期欧洲的决定性影响，尽管他在年轻时曾公开捍卫雅利安人的优越性。

自从1972年以来，剑桥考古学家柯林·伦弗鲁一直是对于公元前三千纪的爱琴海人进行诠释的主导人物。伦弗鲁遵循的是当时有关希腊文明的宗教研究和考古研究的趋势，这种趋势越来越多地认为，希腊文化的源头并不是据称由北方席卷而来的雅利安人，而是居住在爱琴海地区的本土民族。事实上，伦弗鲁主张的是“土著起源模式”（Model of Autochthonous Origin），他认为伴随着农业印欧语不仅出现在希腊，更出现在整个欧洲。根据他的模式，早期学者所看到的公元前三千纪黎凡特和埃及对克里特的重大影响，对于希腊文明有绝对的冲击力。因此对他而言有必要认为，希腊应该拥有不受东方影响的纯真童年。正如他所说的：

在整个爱琴海南部，在一千年的岁月里，每个领域都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这些发展变化基本没有受到东方的启发。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随后出现的弥诺斯—迈锡尼文明的基本特征都得以确立。
(32)



我们已经用了“极端的雅利安主义者”（Extreme Aryanist）这一称谓来描述那些否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对希腊人有所影响的学者，因此我们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那些比这更激进的人，那些人否认中东地区对前古希腊的居民的所有影响，同时认为第一批欧洲人是新石器时代的农民，而不是使用青铜器、驾着战车的雅利安人。我认为若要描述那些人，“终极欧洲主义者”（Ultra-Europeanist）是最恰当的说法了。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主要涉及波伊奥提亚（Boiotia）。位于希腊中部的波伊奥提亚省是一片群山环绕的平原。众多溪流从高处汇入这片平原，形成了浅浅的沼泽湖泊，其中面积最大且最出名的就是科帕伊斯湖（Lake Kopais）。这些湖泊通常不与海洋相连，但是在青铜时代的某个时期，人们开凿水渠，挖出把洞穴连到一起的坑道，让水能够入海，并排干湖水。当时的排水和灌溉技巧极其精微复杂，虽然在青铜时代末期这些排水和灌溉设施就不再起作用，并且人们决意更换这些设施，在公元19世纪之前它们却一直没有被替换掉。

这些排水沟渠的复杂程度，在当时的地中海盆地只有埃及能够达到。此外，这里还存在着一座极其古老的修了阶梯的人造土丘，最近的挖掘者认为，这座土丘是对埃及金字塔的模仿。因此，青铜时代早期的波伊奥提亚即使不是埃及的殖民地，也很有可能受到了埃及的影响。

第二章先是全面概述了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作家所见的波伊奥提亚和埃及之间的关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关联的部分因素，就在于二者的首都都叫作“底比斯”（Thebes），另外尼罗河沿岸和三角洲地区与波伊奥提亚的科帕伊斯湖畔沼泽地带之间也存在相似性。不过，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涉及的，是波伊奥提亚和埃及之间神话和宗教膜拜的相似性。尤其是，在科帕伊斯湖南岸地区存在着对雅典娜的膜拜，这非常重要，我认为这可以追溯到在埃及与雅典娜相对应的控制水的神灵奈斯（Nēit）。一个埃及神话把奈斯描绘成在尼罗河三角洲游泳的母牛，她定居的地方日后就成了她的圣城赛斯（Sais）。这与关于卡德摩斯（Kadmos）的希腊神话具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卡德摩斯是底比斯的创建者，他一直追随一头母牛，直到这头母牛在他将创建的城市所在地躺下。

卡德摩斯在那里以母牛为祭品，开始膜拜雅典娜，并用神秘的别名（epoclesis）或头衔翁加（Onga）或翁卡（Onka）来称呼她。古代作家帕萨尼亚斯对这个名字没有进行解释，不过，其他人认为这名字源自埃及语，帕萨尼亚斯则认为它源自腓尼基语。翁卡这个名字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埃及女神ґ
 nḳt的名字，也就是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所知道的阿努吉斯（Anukis）。阿努吉斯是掌管尼罗河瀑布与水中大小岛屿的女神。有趣的是，人们发现希腊的底比斯就建造在又长又陡的悬崖边，三条溪流从崖上直落而下。与翁卡这个名字对应的另外一个神话中的名字是伯罗奔尼撒地区阿卡狄亚（Arkadia）的翁凯奥斯（Onkaios），这个名字与快速奔流、河道分隔处形成诸多岛屿的拉冬河（Ladōn River）之间存在联系。同样清晰的是，在含义为项链的闪米特语词根ґ
 nq中存在着双关，因为有关缔造底比斯的神话，尤其是那些与卡德摩斯的王后哈墨尼亚（Harmonia）有关的神话，都同项链和其他绳线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了与希腊底比斯密切相关的另一位神话中的女子，那就是阿尔克墨涅（Alkmēnē），她受到宙斯的诱骗，结果生下了赫拉克勒斯（Herakles）。在第二章里，很大一部分内容关注的是，究竟是哪些美索不达米亚、西闪米特和埃及的线索启发了这位最伟大的希腊英雄，具体而言则是底比斯的英雄的成形。这些线索主要来自三种文化里诡谲的诸神，但是也包括了埃及法老，尤其是埃及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他们对希腊的征服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进行讨论。

这引发了两个更普遍的问题。首先是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被普遍认为是希腊所独有的永远崇高的半神英雄，可能源自埃及的人—神或神圣的法老。第二个问题就是，或许存在着与希腊作家犹希迈罗斯（Euhemeros）的观点相对应的现实。犹希迈罗斯是与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时代神灵化帝国的建立同时代的人。犹希迈罗斯认为，诸神的概念来自出众的人。在现代，人们使用了“神话即历史论”（euhemerism）一词——我自己对此有负罪感——然而却是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来描述神话中的存在到历史人物的转变。实际上，两种过程毫无疑问都经常发生，也可能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埃及中王国的法老成为赫拉克勒斯产生的重要动因。

第二章整体上展示了波伊奥提亚和近东之间详细而复杂的神话上的相似性，其中大多数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也有一些似乎源自公元前三千纪。这主要是提供背景资料，来评判第三章中要讨论的现代波伊奥提亚考古学家相互冲突的言论。如上所述，对于青铜时代可能存在的埃及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切实的证据。首先，存在着安菲翁（Amphion）和仄托斯（Zēthos）的墓葬或“金字塔”。它确实很大，并且是人工修建的，在整个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都显得极其庄严神圣，而安菲翁和仄托斯则被认为是底比斯的创建者。不过，对于他们是否真是底比斯最早的创建者，或者说，他们是否比更广为人知的卡德摩斯来得更早，自从古典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论。来自荷马时代的久远传说认为这是实情。斐勒库德斯，一位被认为引用了腓尼基的资料的作家补充说，前者的城市后来遭到毁灭，卡德摩斯则是在废墟上重建了底比斯。

没有多少疑问的是，这个大土丘可以追溯到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陶器时期，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400年间，相当于埃及古王国时期。挖掘者西奥多·斯皮罗普洛斯（Theodore Spyropoulos）认为，这一复杂的阶梯建筑与早期的埃及金字塔相似。土丘顶部的墓葬曾遭洗劫，尽管斯皮罗普洛斯相信它们来自埃及，我们仍然难以确定在此复原的寥寥几件残留物究竟来自何处。在上面所述的神话背景下，加上我们知道埃及人曾在这一时期建造金字塔的这一事实，就似乎有理由假定，在为了竖起这座丰碑而进行的大规模修建工作中，即或没有出现埃及人的身影，也至少存在着埃及的影响。

最近的挖掘显示出波伊奥提亚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高度繁荣和城市化。更为惊人的则是，在科帕伊斯湖北岸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附近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圆形建筑”，或称为“Rundbauten”。对于这些建筑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将之视为粮仓。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Spyridon Marinatos）在20世纪70年代末离世之前一直是希腊考古学界的权威人士，他指出，这些粮仓和在埃及以及埃及的墓葬壁画中清晰描绘的粮仓非常相似。因此，他认为，它们表现出了埃及对这一古老时期的影响。这些粮仓的存在也显示出所在区域谷物产量的盈余。谷物的丰收当然可能是来自科帕伊斯湖沿岸或汇入科帕伊斯湖的基菲索斯河（Kēphissos）的两岸地区。不过，似乎更令人信服的是，它们是人工排水和灌溉的结果。

有人认为科帕伊斯湖最早的排水沟和圩田可以追溯到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德国工程师和考古学家劳费尔（Lauffer）把他的学术生命奉献给了对这些水力设施的研究，他相信它们来自这一时期。他的现代继承者们更加谨慎，只是说最早的工程属于前迈锡尼时代。而斯皮罗普洛斯则认为，他在一处沟渠发现了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陶器，因此证明了劳费尔的观点。这样，种种证据就汇合在一起，包括“金字塔”、沟渠、圆形建筑和这一时期的普遍繁荣，这些都表现出，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波伊奥提亚存在着大规模的建筑工程。进一步说，不只是“金字塔”和圆形建筑显示出这些工程与埃及存在关联。到这时为止，复杂的排水和灌溉系统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数千年。不过，埃及距离波伊奥提亚要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近得多，而且埃及在整个古王国时期一直进行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因此，人们在征服科帕伊斯湖的过程中为解决出现的种种复杂问题需要必要的专业手段，而埃及似乎最有可能是这些专业手段的来源。

在青铜时代的希腊，进行排水和灌溉的地区不仅是波伊奥提亚。在伯罗奔尼撒中心阿卡狄亚的山地，也存在着若干相似的沟渠和堤坝。它们的建筑年代尚未确定，但是调查过它们的考古学家和工程师相信，它们和波伊奥提亚的沟渠和堤坝具有相似性，因此可能建于同一时期。更引人注目的则是阿尔戈斯（Argive）平原上梯林斯（Tiryns）附近的巨型水坝，它的宏伟规模甚至超过了波伊奥提亚和阿卡狄亚的水坝，不过还没有人建立起它与后二者之间的类比关系。

梯林斯水坝或许也在青铜时代早期开始修建，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在梯林斯发现了一座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圆形建筑，其面积大得似乎能够贮藏阿尔戈斯平原出产的所有粮食。这不仅显示出当时的繁盛景象，也显示出强有力的集权政治，或者至少是强有力的经济控制，而伦弗鲁在构建这一时期的小型农业模式时并没有想到这些。在勒纳（Lerna）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型建筑被称为“瓦片房屋”（The House of Tiles），其中也体现出了大规模的组织架构。不论该建筑是座小型宫殿还是议会厅的中心，都可以证实“圆形建筑”所表现出的复杂的中央集权统治。

第三章也特别考虑了发生洪水和实施灌溉的地方的名称。Pheneos或Pēneios（菲提尔）是河流或湖泊的常见名称，普遍出现在整个希腊，尤其多见于紧邻波伊奥提亚北部的塞萨利（Thessaly）和阿卡狄亚。这个词没有印欧语词源，似乎最有可能来自埃及的Pз Nw(y)（洪水）。这些都有力地暗示着，地震可能会造成堰塞并由此导致洪水，而强大的古代传统将之与洪水和英雄的灌溉联系了起来。

希腊最常用的河流名字之一是Kēphis(s)os（基菲索斯）。我相信这源于埃及地名Ḳbḥ(w)，这个词在埃及普遍用来指称溪流、河流和其他水体。它与埃及语中的词根ḳbb（凉）和ḳbḥ（净化）相关。Ḳbb是位于埃及第一瀑布（the First Cataract）上的象岛（Elephantine）附近两处洞穴之一的名字，该瀑布据信是尼罗河之源。通常与Ḳbḥ(w)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的则似乎是从地面涌出的清亮澄澈的水。被命名为Kēphis(s)os的希腊河流，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很多流经地下，并被用来进行仪式上的净化。Ḳbḥ(w)也用作地名，指的是有水鸟的湖泊和沼泽池塘。不论对于阿卡狄亚的卡夫亚伊（Kaphyai）湖还是科帕伊斯湖——两者都有一条名为Kēphisos的河流注入——这似乎都是恰当的词源。

在波伊奥提亚和阿卡狄亚这两个地方，都有一座被称为奥尔霍迈诺斯的城市，位置则临近青铜时代的堤坝和水道。这一地名显然要追溯到青铜时代，因为它是在B类线形文字泥板上被发现的。曾有人提出了一种印欧语词源，认为其源自含义为“接近”的词根，这一词根是由立陶宛语动词veržiu（包围）重构的。不过，似乎存在着更令人信服的词源解释，就是来自迦南语的词根˂
 rk。它的基本含义是“按顺序排列”或“排成行”，或者是军事语境中的“画出战线”。这似乎是一大批由arch-开头的希腊词汇的起源，它们没有印欧语词源中“先行”或“命令”的军事含义。于是，似乎有可能的是，orcho-和ercho-以及arch-都是闪米特语˂
 rk的借词。这似乎可以强化这一假说：Orchomenos（奥尔霍迈诺斯），还有Erchomenos，它们意味着“被控制的”或“围起来的地方”，被用来指代附近的堤坝和水道。尽管最终源自闪米特语，词尾的-menos似乎是希腊语中的被动分词，它会让地名本身成为希腊的地名。不过，或许还有闪米特语mayîm（大片水域）的影响，语言学家称这种影响为“感染错合”（contamination），这非常有趣。“被控制的大片水域”这一说法完全符合这里的语境。

对于这些可能的词源的探讨，是在实际存在的古代灌溉工程的语境下进行的，修建灌溉工程所需的技巧可能主要来自埃及，其次来自黎凡特，传统上，埃及移民和早期的灌溉一直被联系在一起。不过，我们面临的重大困难则是要辨别出，这些名字究竟是在青铜时代的哪个时期出现的。虽然我们可以明确水利工程本身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的，但其在公元前两千纪一直在继续，而这些词汇或许只是在这一更晚的时期才进入希腊语。实际上，如果印欧语进入希腊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结束或青铜时代中期开始时，那么这似乎是确定的事实。不过，一些膜拜仪式和传统，尤其是那些涉及灌溉者奈斯/雅典娜及其与塞特（Seth）/波塞冬之战的仪式和传统，还有涉及蛮荒力量的仪式和传统，的确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有趣的是，在希腊传说中经常提到双重起源。对此，一种简单的解释就是，惯常的神学和神话实践会采用双重性以使一切显得更加神秘，比如神灵有两种出生，两个母亲，两个父亲，等等。或者这属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双重性具有历史基础，铁器时代的希腊人有可能模糊地意识到，不仅仅存在一个黑暗时代，即那个发生了迈锡尼的覆灭和在特洛伊战争过去十数年后自称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后裔的人们的回归的时代；此外可能还有更早的黑暗时代，比如我们认为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丢卡利翁（Deukalion）所处的大洪水时代，以及可能更早的包括了毁灭安菲翁和仄托斯的底比斯的黑暗时代。

毫无疑问，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陶器时期，希腊的社会和经济都极为繁荣和复杂，众多保留下来的特征看起来颇有埃及特色，而且埃及在那一时期对希腊产生影响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那是埃及古王国的鼎盛时期。尽管在阿卡狄亚和波伊奥提亚并没有发现明确属于这一时期的埃及器物，但是不仅在克里特，而且在爱琴海沿岸的其他地方，人们都发现了少量显然出自古王国时期的埃及的物品。总而言之，我在第三章里论述的是，可以找到恰当详细的例子来说明，埃及——或者把范围缩小到黎凡特——在公元前三千纪对希腊大陆和爱琴海地区产生了影响。

到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克里特的发展表现出了与希腊大陆极其不同的形式。在那之前，北方的繁荣程度和经济运作的规模似乎总要比克里特的显得更可观。进一步说，尽管在克里特岛上发现了更多的埃及古王国时代和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和中期的黎凡特的物品，但是就如前面讨论过的，似乎在爱琴海地区中部和北部与中东地区之间存在着同样频繁的接触和交往。差异的产生是在公元前24世纪，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陶器时期和克里特的弥诺斯时期早期二段结束后。在希腊出现了破坏，在那之后城市化规模和人群聚居的密度都下降了。在克里特，与之相对的是，出现了所谓的“原始宫殿时期”（Proto-Palatial Period），这一时期的发展结果是建成了宏伟的克里特宫殿，最初建成这些宫殿似乎是在公元前三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

在早期弥诺斯时期，克里特虽然已经出现了文明，但是基本上并没有城市化，对于这样的克里特何以发展成规模合理、由官员统治的宫殿社会，存在着多种争论。尽管人们承认这种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伦弗鲁和终极欧洲主义者还是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本土的动因，他们持有这种观点并不足为奇。另一方面，包括克里特考古学的奠基人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爵士和他最杰出的学生彭德尔伯里（J. D. S. Pendlebury）在内的修正的传播论者则注意到，在弥诺斯时期中期三段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黎凡特和埃及的物品，这一时期冶金技术、石罐和陶罐设计的变化也都反映出了来自黎凡特和埃及的影响。他们也注意到，克里特宫殿建筑和运转于其中的宫殿体系与中东的宫殿体系之间存在着本质相似性，而中东宫殿的修建要比克里特早多个世纪。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这种转变同东方的影响联系在一起。

有趣的是，一些年轻的剑桥考古学者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接受了终极欧洲主义者的教育，可是他们吃惊地发现，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实在很难验证埃文斯假设的平稳进化模式——伦弗鲁在某种程度上也主张这一模式。因此，他们现在采用了达尔文进化论评判者所用的话语，并谈到了被中断的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a）。他们也注意到克里特原始宫殿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与中东交往的证据突然激增。即使如此，他们与上一代修正的传播论者一样，非常不清楚这些发展变化是如何发生，又是为何发生。

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况似乎可以对此做出解释，那就是最早的克里特宫殿是在埃及由第十一王朝统治时修建的。这一王朝最初由上埃及的黑人创建于底比斯行省，继而恢复了埃及的统一，并缔造了后来为人所知的中王国。毫无疑问，在第十一王朝，埃及军队实力大增，并且远征进入了黎凡特。铅同位素测定的结果也让我们知道，第十一王朝的埃及从位于雅典以南的阿提卡（Attica）的劳利昂（Laurion）矿区进口银矿。这一事实和在克里特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埃及物品都表现出，克里特宫殿的兴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埃及重建权力的结果。不过，这种关联的考古学理据本身仍显不足。

不过还有另外一类证据来源。克里特宫殿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公牛膜拜。这方面的证据既来自克里特宫殿遗迹，也来自埃及传说中的弥诺斯迷宫（Mino’s labyrinth）和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Minotaur）。尽管克里特岛上也存在着少数适合养牛的平原，但是其最显著的地形特征则是山脉，更适合岛上生活的是山羊或野山羊（agrimi）。因此，公牛崇拜的迹象直到早期弥诺斯时期末才出现，这从地理的角度看并不奇怪。人们通常认为，公元前两千纪在克里特出现的公牛膜拜，源自公元前七千纪恰塔尔许于克（Çatal Hüyük）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是上面所述的这种膜拜的缺席，让我们很难接受这一普遍认同的观点。或许，克里特和希腊大陆一样，真的接受了安纳托利亚文明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农业技术，但我总是反对“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无论如何，在安纳托利亚或爱琴海存在长达四千年的缺少公牛崇拜的空白期，这的确让人们感到有些困惑。之前提出的假说失去了可信度，因为还存在着另一个可能的发源地，它在地理位置上同样接近克里特，而且克里特的公牛崇拜与它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的几乎同一时间，那就是第十一王朝时期的埃及。

公牛作为强壮有力的美好动物，在很多不同的文化里，都是宗教崇拜的对象。在埃及，公牛和公牛角从前王朝时期开始就一直被赋予了宗教膜拜的意义。从法老时期开始，在埃及就存在着众多的公牛膜拜仪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匹斯（Apis）圣牛崇拜，这一崇拜是在孟菲斯（Memphis或Mn nfr）附近开始的，其确立者是第一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和权威立法者，他在日后被希腊人称为美尼斯（Mēnēs）或敏（Min）。令人称奇的是，传说中弥诺斯时期克里特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也和公牛崇拜以及牛头怪弥诺陶洛斯密切相连。后者在埃及诸神的传说中很多时候被刻画成具有牛头和人的身体。

埃及还有其他重要的公牛崇拜。在位于现代开罗东北的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人们崇拜姆奈维斯（Mnevis），其埃及名称是用象形文字[image: ]
 （弯弯曲曲的墙）表示的。根据希腊传说，弥诺斯的建筑师代达罗斯（Daidalos）按照埃及模式修建了克里特迷宫。在希腊，现在所知的最早提及的“迷宫”，并不是指建造于克诺索斯的迷宫，而是指第十二王朝法老阿蒙涅姆赫特（Amenemḥe）三世在法尤姆（Fayyum）湖入口修建的巨大祭庙。我相信，迷宫的名称或许来自法老的另一个名字，N mзґ
 .t Rґ
 。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用多种方式来翻译这个名字，包括Labarēs和Lab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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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存在着涉及三方对应的情况。在埃及存在的一些公牛崇拜与Mn这个名字相关，Mn也是首位法老/立法者以及一头与“弯弯曲曲的墙”联系在一起的公牛的称号。所有这些都可追溯到埃及古王国时期，也就是在克里特宫殿修建之前。在克里特，公牛膜拜与弥诺斯国王和迷宫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的叙事中，弥诺斯国王并非总是神圣的立法者，有时也是好色之徒，这就让上面的对应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又与另一位埃及人物的情况相仿，那就是被称为敏的神，关于他的雕塑画像都以巨大的阴茎为特征，在以后的时代他被视为希腊半人半羊的守护神潘神的原型。而且，人们似乎有时也会把敏神与王朝创始者敏/美尼斯混淆或合而为一。

埃及的另一种与公牛联系在一起的膜拜是鹰/牛神（Mnṯw）膜拜，鹰/牛神是重要的战争和征服之神，尤其是征服北方之神，他在全国知名，是因为第十一王朝法老的守护者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即孟图荷太普（Mentḥotpe）：“鹰/牛神（Mnṯw）是满意的”。于是，克里特的公牛崇拜看起来是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正好是第十一王朝重新统一埃及的时候，这时的埃及将其影响向国外扩张并迎来公牛崇拜的时代。甚至有可能的是，在*Rdἰ Mnṯw（“鹰/牛神”给予或“鹰/牛神所给予的那个人”）的形式中出现的鹰/牛神的名字，也保留在传说中的国王拉达曼提斯（Rhadamanthys）的名字中。拉达曼提斯是弥诺斯国王的兄弟，凭借自身条件成为裁决者和征服者。在新王国时代的埃及，第一王朝的创始人敏和中王国的创始人孟图荷太普，有时会被人们放到一起崇拜，这也与希腊传说中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的关系完全相同。由于在埃及的敏/美尼斯和敏与鹰牛神和孟图荷太普之间似乎出现了神和法老的某种融合，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克里特的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既有神灵的，也有王室的来源。

这一相合的模式可以用若干方式进行解释。第一种方法是简单地将之归为偶然。这似乎不可能，因为相似性既精微复杂，又频繁出现。

第二种解释是将之归因于埃及和希腊的神职人员在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混合。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的名字出现在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作品中，他们的作品清晰地表明，大多数与之相关的传说在公元前10世纪或9世纪已经存在。因此，所有的融合似乎都应该发生在更早的时候，或许是发生在“黑暗时代”。由于埃及和希腊之间进行的接触的本质，也由于当时希腊宗教的无组织的状态，这种假定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如果融合发生得更早，最有可能的时期会是公元前15和14世纪，那时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内部出现了接触和交往，宗教在两个区域都呈现出一派繁荣。实际上，希腊神话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考古学显示，克里特开始出现公牛崇拜的时期，恰好是鹰/牛神崇拜最为盛行的时候，无论如何，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种基本的相似性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

认为这种相合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全国的膜拜对象从鹰/牛神转为公羊阿蒙（Amon）。因此，一方面，鹰/牛神仍然是埃及众神中的重要一员，尤其是与对北方的征服相联系，同时阿蒙作为公羊赞恩（Zan）或宙斯（Zeus）的对应物，在克里特宗教中变得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在埃及抛弃了公牛膜拜之后，克里特仍保留了公牛膜拜的中心地位。这似乎符合普遍的文化模式，那就是，外围区域会保留中心区域舍弃的文化特色，比如说，佛教的延续出现在斯里兰卡、东南亚、尼泊尔和西藏地区，而不是其发祥地印度。同样如此的是，基督教在欧洲和东非得以继续发展，在其发源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却并非主要的宗教。

近乎确定的是，克里特的公牛崇拜是从埃及引入的。克里特和近东宫殿在建筑上和社会上的相似性，以及其他许多膜拜仪式和画像形象的相似性，都清晰地表明，克里特由前宫殿时期到原始宫殿时期的文化“飞跃”，至少是源自同时代中东的间接激发，而这又与埃及重获那一地区的首要地位联系在一起。我也相信，拉达曼提斯的传说和考古证据都显示出，在公元前21世纪，埃及在爱琴海南部地区可能处于统治地位。

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森乌塞特一世（Senwosre I）的征服的，希腊人称这位法老为色梭斯特里斯。希罗多德和之后的希腊作家都用了一定的篇幅详尽描写了他通过征战完成的征服，在征战中，他和他的部队穿过亚洲和塞西亚（Scythia）——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一直到达了高加索。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时曾经抵达印度，生活在征服发生之后的时代中的作家们认为，色梭斯特里斯曾到达了同样远的地方。自从18世纪以来，所有这些记录都被现代学者忽视了，长久以来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不愿意把森乌塞特和色梭斯特里斯等同起来。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记述显然是由于埃及人在努力寻找一位民族英雄，他的对外征服能够超越居鲁士大帝之后的波斯统治者，也能超越亚历山大之后的马其顿（Macedonia）统治者，因此就有了希腊化时期狄奥多罗斯的夸张叙述。现代学者之所以不愿相信森乌塞特和色梭斯特里斯是同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难以接受这一想法：一支文明化的非洲军队不仅能在亚洲西南，而且能在欧洲完成重大的征服。这样的构想恰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系统化的种族歧视主义相对立。

到20世纪中期，在碑文的证据和考古学的基础上，人们普遍认为，在第十二王朝，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即使未出现埃及建立的“帝国”，至少也出现了受到埃及影响的区域。不过，从那时起，怀疑的声音越来越强，一些学者不再相信这种观点。如果埃及在黎凡特没有基地，那么森乌塞特/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些人相信，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存在第十二王朝的“帝国”，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在孟菲斯或现代的米特·拉辛纳村所发现的碑文的支持，该碑文描写了森乌塞特一世和他的继位者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在陆地和海上的多次重要远征。有些远征抵达了非洲更南部的努比亚（Nubia）和库什（Kush），但是更多的远征是向北进入亚洲，不仅抵达西奈（Sinai）、黎巴嫩，而且抵达了位置更靠北的一个名为Sṯt的国家，这个地名后来等同于希腊语中的“亚洲”。一些城市被摧毁了，其他埃及资料中都找不到它们的名字。远征军把大量战利品带回了埃及，其中最多的是战俘和金属，尤其是铅和银。

资深学者乔治·波斯纳（George Posener）把一生都投入了对中王国时期埃及的研究之中，尤其是对埃及与亚洲西南部的关系的研究。波斯纳立刻就把碑文视为有力的证据，用以支持他所坚信的中王国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实行过统治的这一观点。在这方面，他的观点得到了以色列考古学家拉斐尔·吉文（Raphael Giveon）的支持。

同样不出人意料的是，曾经反对“第十二王朝帝国”观点的美国埃及学家、黎巴嫩人的卫士威廉·沃德（William Ward）宣称，这一碑文的年代要晚得多，属于第十九王朝，它被镌刻的时间要比其所记述的事件晚几百年，因此不能用来作为证据。沃尔夫冈·黑尔克（Wolfgang Helck）或许是仍然在世的最杰出的德国埃及学家，他曾经否定亚洲西南部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出现过埃及人的大规模活动。不过，黑尔克接受了波斯纳以碑文作为证据进行的阐述，他也认为这些碑文来自第十二王朝。他还认为，当时的出征范围远至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南部。

我比黑尔克更进一步。我的观点是，这些碑文向我们重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希腊作家们所记述的色梭斯特里斯的大规模征服的历史真实性。实际上，即使没有这一铭文，这样的回顾和追索也是可行的，原因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我相信，如果古代的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并且不会被遗存否定，我们就应该以古代文献所提供的方案作为可操作的研究假设。

在我尝试评估古代作家的可信性之前，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审查并具体分析他们的表述。比如说，希罗多德叙述说，色梭斯特里斯曾经穿越亚洲“大陆”，他的意思显然并不是说，色梭斯特里斯抵达了楚科奇和白令海峡。实际上，古代作家挑战的是狄奥多罗斯有关埃及法老曾去过印度的主张。在这一语境下，希罗多德在提到“亚洲”时，所意指的显然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小亚细亚地区或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认为，色梭斯特里斯的战役范围横穿了安纳托利亚，并绕过了黑海北部，直至高加索，整个路线超过了3000英里。这一距离非常可观，足以让人们在两千年里将之铭记在心。不过，这一路线要比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路线短得多。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战路程或许可以和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进行比较，后者虽然是靠步行完成的，但与色梭斯特里斯和亚历山大不同的是，长征者背后并没有稳定的国家作为支持，也没有海上的物资供应。

第五章包括有关年代学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与色梭斯特里斯的年表并不直接相关，但是足够重要，原因是，对于考古学家在意图为自己的学科确立“科学”基础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困难，这一部分给出了非常出色的解答。它关注埃及的年表，而埃及年表直到20年前还在为爱琴海和中东其余地区的年表的制定提供出发点和依据。这是因为，只有埃及存在国王的名录，而这些国王的统治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或者更早。国王名录远称不上完整，有时也互相矛盾，在强大的王朝之间存在着所谓的“中间期”，也就是保存在历史记录和年表中的埃及政治混乱的时期。不过，由于从第十二王朝开始有了天文年代测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第一王朝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已经开始。

在20世纪中期，埃及学家和古代史学家曾经强烈要求为他们的学科和他们自身确立“科学的”地位。要做到这点，最简单的方法似乎就是采取怀疑和谨慎的态度。不可以使用或然性的论据，而且绝对不能只靠推测得出结论。这种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尤其应被运用到对空间和时间的讨论之中。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限定古代人类活动的地理范围，甚至还有更强的倾向，就是推迟时代较早的事件的发生时间。因此，“新派科学的”学者们采纳了最短的可以成立的统治期限，坚决主张存在长期的共同摄政时期，即法老们和继任者共享统治地位的时期，并主张朝代的重叠。结果他们把法老统治埃及的时期推后到公元前29世纪。尽管此后人们又不再这样激进，但是新的妥协结果是，埃及第一王朝在公元前31世纪创立，比之前的共识晚了两三百年。

过去20年里，“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开始登场。他们想法单纯，乐于接受他人的观点，想要解决如今可以用他们的方法进行检验的问题。让他们和别人同样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用放射性碳和其他技术测得的年代很多都比按照传统考古学知识进行推测得出的结果早很多。本书第五章的年代学部分所关注的就是如今仍然激烈进行着的相关论争。

杰出然而反复无常的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常被同事批评为“根基不牢”。1979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年代学的文章，其中用激进的话语呼吁整体修改近东的年代表，把年代向前调整，以迎合放射性碳测定的新年代。这篇文章立刻遭到了考古学家的围攻，因为它只选取了一部分年代，而且歪曲了数据。不过人们对现状的捍卫只取得了一时的成功。在一段时间里，由于放射性碳实验室在测定年代时持续地“出错”，人们不得不反复进行测定，直到“得出正确结果”，也就是得出能够符合传统年代学预设的年代。有趣的事情是，尽管这些“错误”中的一部分年代或偏早或偏晚，但是对于公元前三千纪和公元前四千纪大部分年代的测定都被简单地视为早了两百到五百年。在一间著名的实验室，这个“错误”持续了几年时间才“被纠正”，而考古学家被谨慎地告知，要将实验室之前给出的有关他们遗址的年代推后几个世纪。不过，对于“错误”或是纠正错误的根据，人们没有给出解释。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得克萨斯和瑞士的一群科学家从若干座金字塔中采集了80份新的碳样本，通过对这些样本的分析结果得出了有关古王国法老的一系列年份，这些年份比常规观点所给出的年份平均提早了374年。这实际上比梅拉特提出的年表的时间还要早，因而为梅拉特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由于这些原因，我现在接受了梅拉特在20世纪初期所回归的传统观点：第一王朝开始于公元前3400年而不是公元前3100年，而第三王朝，也就是古王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建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不是公元前2686年——这是《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中给出的年份。由于爱琴海地区陶器时期的年代确定的依据是埃及年表，这就涉及把弥诺斯早期/青铜时代一期的开始时间从公元前3000年提早到公元前3300年，把弥诺斯早期/青铜时代二期的开始时间从公元前2500年提早到公元前3000年。

梅拉特认为，埃及古王国年代的提前必然会导致中王国年代的相应提前，这反过来又迫使我们放弃第十二王朝的天文年代测定，因为所有早期埃及的年表都依赖于这种天文年代测定的结果。另一方面，他接受了传统上对新王国的年代推定，也认为新王国从公元前1567年开始。通过增加第二中间期的时间长度，他从支持古王国的高位年表（high chronology）转换到了支持新王国的低位年表（low chronology）或中位年表（middle chronology）。

对这一时期的年代和持续时间的确定将在第八章中详细讨论，毫无疑问，在此传统观念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然而，我很不愿意放弃第十二王朝的天文年代测定，它似乎很有理据。因此，正如梅拉特延长了中王国到新王国之间的第二中间期，而我则更愿意重新扩展古王国到中王国之间的第一中间期。在过去70年里，这一时期经受了格外激进的压缩，这是因为，要想推后第一王朝和古王国开始的年份，减少或清除这一“最柔性的”时期的时间长度是最简单的方式。所以，尽管我修订了埃及古王国的年代标定，但对中王国和新王国的年代标定仍然停留在约定俗成的传统范围之内。

梅拉特所主张的把年代提前并不局限于埃及。他坚持认为，放射性碳实验表明，对于公元前四千纪和公元前三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们也应该将其年代提前。这就可以保证两个区域之间的年代是同步或平行的。在此他的观点得到了另一类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定支持，那就是统计学家彼得·休伯所做的研究。休伯研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记录中保存的公元前两千纪开始时的金星和月食景象。在这些记录的基础上，他指出，所谓的中位年表和低位年表与这些数据不符，但是所谓的“长”年表（long chronology）则非常符合。我们不应该把这种“长”年表同那种时间上甚至更早的“高位”年表相混淆，后者是20世纪早期学者所采用的，也是梅拉特所要求的。

与那些依靠放射性碳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一样，休伯并没有其他的打算。他并不在乎他得出的年代结果是更久远还是更近，他只是看到这个问题很有趣，是个可以解开的谜团。而考古学家无法做到同样的不偏不倚，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把年代推后，此时则拒绝承认休伯的发现。不过，来自安纳托利亚一处宫殿的未公开且未加验证的年代记录，似乎可以用来巩固他们的观点，因为它支持中位年表甚或低位年表。因此，人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可能性：任何一种年表都有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接受“长”年表，那么，在公元前20世纪下半叶和公元前19世纪上半叶似乎出现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埃及、黎凡特和爱琴海南部地区出现的和平与繁荣，另一边是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出现的频繁破坏，而依照现代考古学传统，这就标志着这一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结束。这些通常要归因于来自北方的入侵。然而，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并没有发现可达到破坏层面的独具“北方”特色的物品。另一方面，在安纳托利亚发现了少量埃及第十二王朝的物品。这样的情况难以与中位年表相调和，更不可能与短年表相调和。

“长”年表可能是正确的，在安纳托利亚发生的破坏可能是由埃及的征战造成的，这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在底比斯南部托德（Tôd）的鹰/牛神神庙发现了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统治期间的一处宝藏窖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银器，还有其他物品，其中包括天青石质地的圆柱形印章，其原料出自阿富汗的矿区，雕刻却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完成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在安纳托利亚完成的。所有这些物品的最有可能的来源，实际上就是安纳托利亚中部，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存在着亚述人（Assyrian）的贸易殖民区，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很有可能会通过这些贸易区到达安纳托利亚。

托德的宝藏或许是安纳托利亚和埃及之间贸易的结果。不过，窖藏位于鹰/牛神神庙，而鹰/牛神是征服之神，尤其与Sṯt联系在一起，这样，更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这些财宝都是军队掠来的战利品。米特·拉辛纳碑文上提到，从Sṯt掠夺来的战利品被奉献给了托德的鹰/牛神神庙，就为这种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此，考古学似乎可以支持这一古老的主张：色梭斯特里斯在应被理解为小亚细亚的“亚洲”进行了征服。

来自古代色雷斯（Thrace）、现代保加利亚的证据则没有那么明确。当然，公元前20世纪末期和公元前19世纪早期存在着大规模的破坏，在第十二王朝，一些宝石和半宝石开始在埃及出现，而巴尔干是唯一能让当时的埃及人获得这些宝石和半宝石的地方。不过，这些宝石也可能是通过远距离的贸易得到的。因此，埃及法老在这里的“征服”是有可能的，但是证据远远不如安纳托利亚的那样充分。来自塞西亚或俄罗斯南部草原的证据则更加不足，不过要找出这一地区的相关证据本身就更加困难，因为在这个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游牧部落。

要对人们所声称的在高加索地区发生的征服进行研究，我们就必须考察第六章所谈的另一类证据，也就是后来的传统记述。希罗多德相信，生活在黑海东岸科尔基斯（Colchis）的居民的祖先，就来自当年在此驻扎的色梭斯特里斯的军队。他的这一主张基于很多因素，比如说，皮肤黝黑、头发浓密卷曲正是科尔基斯人对族人起源的解释，而希罗多德也正是通过这些特点来辨别埃及人的相貌的。不管希罗多德所说的是不是事实，中王国时期士兵的样本形象也显示出，他们中既有典型的努比亚人也有埃及人。

希罗多德有关科尔基斯人起源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后世作家的接受和扩展，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 of Rhodes），他是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一位非常博学的图书管理员。阿波罗尼奥斯的史诗《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ka）记述了伊阿宋（Jason）和希腊众英雄驾着神奇的“阿尔戈号”船远航到科尔基斯求取金羊毛的故事。已经得到证明的是，史诗中包含的有关黑海南岸和东岸民族的信息，不是来自阿波罗尼奥斯自己的时代，而是来自更早的时期，这表明诗人能够接触到准确的历史材料。这也显示出希罗多德未免过于谨慎了——他说埃及人与科尔基斯人不同，不知道两国之间存在的任何联系。《阿尔戈英雄纪》中有很长的一段叙述，把科尔基斯的创建归结为一名在希腊存在之前统治埃及的法老。这一描述，以及很多记录在案的科尔基斯文化的特征，都可以证实希罗多德描绘的图景；这些证据即使不能证实他们的传统说法非常准确，至少也可以证实，公元前5世纪的科尔基斯人相信，自己是色梭斯特里斯的军队士兵的后裔。

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实是，即使是在今天，在苏呼米（Sukhumi）度假区附近的亚热带海岸仍有非洲本土的黑人种族定居。尽管当年斯大林试图让他们散居开来，强制他们通婚，要求他们讲阿布哈兹当地的高加索人的语言，但是这个种族继续延续，并且他们都是坚定的穆斯林信徒。毫无疑问，他们中一些人的祖先是在更晚的时期迁徙而来的，那时这一地区处于土耳其的控制下。不过，现代的黑海地区出现黑人居民可以追溯到公元17世纪，而古代的居民则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因此，这两者间的时间差距，并不比希罗多德和色梭斯特里斯二者之间的时间差距更长。就如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的学者所承认的那样，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的延续性。

在其他地区的传说中似乎也有迹象表明，伟大的埃及征服者曾经路过此地。毫无疑问，公元前两千纪黎凡特、胡里安（Hurrian）和安纳托利亚的雷神Ba˂
 al、Teššub和Tarkhwun的图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王国时期所描绘的埃及法老令人难忘的形象的影响。两者间最惊人的相似性就是图像中的高帽子，它们的原型是上埃及的白色皇冠，有时在冠冕前侧还会加上作为守护者的神蛇（uraeus）形象。不过，在神和法老的形象之间还存在着姿势和姿态上的惊人相似性。传说中赫拉克勒斯的样子或许受到了埃及中王国法老的影响，我们在第二章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也考虑到了赫拉克勒斯和这些对其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的神灵之间的联系。

此外，似乎有可能的是，那些对亚历山大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有关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Dionysos）征服东方文明的传说，至少在部分上诠释了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神话即历史论” ——按照从伟人到神灵的原始意义。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直接联系：似乎清楚的是，当时的埃及人把亚历山大视为新的色梭斯特里斯，有关亚历山大的传说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产生，而这些传说最初出现时是以希腊化时代关于色梭斯特里斯的史诗和流行故事为模板的。实际上，希罗多德和其他希腊作者所叙述的有关色梭斯特里斯的埃及传说，显然是古老的。“奥西里斯的征服”在第十八王朝时就得到了证明。

就关于赫拉克勒斯和狄俄尼索斯的征服的神话而言，除了有可能与之间接相关的遗存之外，两种希腊本土的传统观点可能也来自它们。一种观点是，埃及的凯克洛普斯（Kekrops）创建了雅典。凯克洛普斯的名字可能来自色梭斯特里斯名字的第一部分，Ḫpr kзrґ

 ，或者是他曾孙色梭斯特里斯三世名字的第一部分——Ḫґ
 kзw Rґ

 。雅典接近劳利昂矿区，我们现在知道，直到埃及的第十一王朝时，劳利昂矿区一直在为埃及提供白银。因此，埃及人在阿提卡的定居当然会符合色梭斯特里斯战役的一般模式，其主要动因就是获取金属。这将在第三卷中得到进一步讨论。

就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征服而言，可能还有另一种来自民间的记忆，这种记忆就寓于有关黑人英雄门农（Memnōn）的传说之中。根据史诗传说，在特洛伊战争中，门农应征帮助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s）。荷马将门农描绘为“特洛伊最英俊的男子”。门农的传说实际上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出现得最为频繁，在那里他被视为掌管生育的奥西里斯之神，女人和鸟都哀悼他的死；同时也被视为征服四方的英雄，希罗多德将之等同于色梭斯特里斯。

毫无疑问，希腊人认为门农是埃塞俄比亚人，也就是说，是一名黑人。不过这其中也存在着复杂性，因为希腊人把两种人都看作“埃塞俄比亚人”，一种是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一种是埃塞俄比亚人或“黑人”，后者构成了位于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埃兰（Elam）古王国的主要人口。埃兰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闪米特人所创造的文明一样古老，埃兰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 family），后者现在在印度南部最为盛行。尽管在埃兰人中也有非洲类型的黑人，但是主要的人口似乎是印度南部类型的黑人。毫无疑问，到了古典时代，在波斯统治下的埃兰人把门农视为民族英雄，而且一种有说服力的希腊传说认为，门农来自黎明，来自东方。

另一方面，同样有说服力的传说是，门农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与尼罗河谷联系在一起。门农是从底比斯横跨尼罗河的著名的ἰmnḥtp或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ḥotpe III）巨像的希腊名字。不过，在雕像上也有希腊文的涂鸦，把雕像命名为阿蒙诺斯（Amenoth）和法莫诺斯（Phamenoth），这似乎表现出对于阿蒙霍特普这个名字的了解。

实际上，有清楚的迹象表明，门农的名字并非来自ἰmnḥtp，而是来自ἰmn m ḥзt，Ammenemēs，色梭斯特里斯的父亲和儿子都叫这个名字，后者的征服载于米特·拉辛纳碑文和其他资料之中。我们也知道，埃及第十二王朝的王室家族来自上埃及南部，并有部分努比亚血统。因此，来自东方、名叫门农的黑人英雄征服者抵达安纳托利亚西北，这一传说完全符合历史。在历史上，由色梭斯特里斯的儿子和继任者ἰmn m ḥзt二世率领的埃及人曾在安纳托利亚进行了征战。荷马或他所汲取的传说把公元前19世纪的一位英雄写进了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之战中，对此他们没有必要比维吉尔更感内疚——维吉尔把公元前9世纪创建迦太基（Carthage）的狄多（Dido）变成了特洛伊陷落时的人物。现实中存在的或虚构的门农显然成了原型英雄，因此在距ἰmn m ḥзt二世七百年后，迈锡尼的一位国王仍然使用了阿伽门农（Agamemnōn）这个名字，意即“伟大的门农”。

这样，来自广阔地域的考古学、图像学和传说中的现象被拼到了一起，这些现象现在还无法得到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米特·拉辛纳碑文和希腊记述的基本事实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把色梭斯特里斯的战役限定在可能的方式中，那就不存在固有的不可能性，甚至也没有什么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如果拒绝接受它们本质上的历史性，研究反而会更加缺乏效率。

尽管希腊的记述和传说是对色梭斯特里斯征服进行重构的核心要素，但是在传说中并没有提到法老曾经去过希腊，这显然与有关埃及人凯克洛普斯的故事不同。比如说，引人注意的是，有关门农的传说集中在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而非希腊本身。

第七章主要关注的是，对于克里特北部70英里外的锡拉岛上发生的火山大爆发的年代进行的重新标定。这样做十分重要，原因有几点，最突出的一点是，它强化了爱琴海陶器时期的发展。这使得近东影响的迹象出现得更早，也让考古学提出的密切接触的时期与文献资料所显示的时期得以同步。这一章也提供了另一种案例分析，展示出学者们为坚持已经确立的理论而非正视新证据的含义所采取的种种方式。在第一卷里，我不怕惹火上身，接受了锡拉火山爆发于公元前1628—前1626年，而非传统上认可的公元前1500年或前1450年的时间划定。我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西部和爱尔兰的古代树木年轮都指向了更久远的年份，而且这样的年份划定也更加符合碳14的证据。较早的年份也解释了为什么会缺少来自埃及的相关记述，因为公元前1500—前1450年之间有很多记录，而公元前17世纪则是一片空白。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较近的时间划定只是基于这一来自直觉的想法：正是火山爆发造成了弥诺斯文明在克里特的统治结束，迈锡尼的希腊人在岛上取得优势，而从埃及人的记录中我们知道，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450年。

在我出版上卷书之后出现了更多的证据，它们可以支持更久远或更早的日期。证据来自德国和英国的树木年轮，尤其来自对于格陵兰冰帽冬季降雪和夏季雪融所形成的地层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在公元前1640年左右出现了酸度的剧增，而这也是人们预期中锡拉岛的火山爆发会造成的结果。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几乎所有研究青铜时代爱琴海的考古学家都承认，公元前17世纪这一时间标定是正确的。

第七章的一部分是对于争论的探问，目的是试图解释这一事实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考古学家在面对着诸多与已有假说相悖的显而易见是客观的证据的情况下，仍然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纠结于如此站不住脚的假说。这样的探问通常被认为是品味恶劣，因为人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谁都会犯错误”。我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试图提醒人们在今后警惕这种对假设的具体化，其次是让人们知晓，依循惯例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如今我们严厉责罚学术上的过失犯错，却极其宽容疏忽犯错。对现状不加批判地接受就是一种疏忽犯错。我想尽我所能，降低人们对两种错误区别对待的程度。

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涉及三种传统记述，它们似乎保留下了关于火山爆发的民众记忆。首先要说的就是《圣经》。在《圣经·出埃及记》（Exodus）中，很多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相关的现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对火山活动的强烈暗示。比如白天出现的“触手可及的黑暗”和“烟柱”，还有夜晚的“火柱”。特别是，红海的海水分开而又回流，吞没了法老的军队，这似乎与火山爆发引起的潮浪或海啸的效应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地中海沿岸似乎就因为锡拉火山爆发而发生过这类潮浪或海啸。

把这些传说追溯到公元前1628年而非公元前1450或公元前1500年，这可以进一步强化一个已经很有说服力的古代假说，那就是，《圣经》中记录的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囚禁或逗留，是基于对希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民间记忆，而生活在日后成为以色列的地方的人们显然在其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这种对应性并不精确，因为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境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570年，也就是锡拉火山爆发的50年后。因此，这两种戏剧化的事件似乎是在传说中被混为一谈了。不过，与之前给出的火山爆发的更晚时间相比，公元前1628年显然更加接近希克索斯人撤退的时间。有人认为这些地质灾害对以色列人有利，这种观点显然可以与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是掌管地震和所有自然灾难的神。希克索斯人给耶和华在埃及的对应神塞特献祭，这表明，这种膜拜仪式在时间上早于锡拉火山爆发。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火山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人们对神的膜拜。

我们考虑到的第二种传统记述是柏拉图在对话录《蒂迈欧篇》（Timaeus
 ）和《柯里西亚斯》（Kritias
 ）中记载的埃及—希腊传说，也就是有关亚特兰蒂斯的神奇故事和描述，据说这是雅典执政官梭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访问埃及首都赛斯时人们讲给他的。根据这一记述，亚特兰蒂斯是大西洋中一座富庶瑰丽的岛屿，岛上各位国王结成联盟组建起庞大的军队，征服了几乎整个非洲和欧洲，除了埃及和雅典，他们在这两个地方遭到了英勇的抵抗。亚特兰蒂斯是被地震和洪水骤然毁掉的。

这里似乎存在着两种融合，一种是地理上的，一种是历史上的。在一段时间里，学者们注意到了水与火的毁灭同锡拉火山爆发之间的联系。然而，柏拉图非常明确地表示，他的亚特兰蒂斯越过了海格力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直布罗陀（Gilbraltar）海峡——因此是在大西洋上。我认可的观点是，这里提到的就是锡拉，而令人心生困惑的是“亚特兰蒂斯”（Atlantis）这个名字。我认为，词干Atla出现在亚特兰蒂斯（Atlantis）、大西洋（Atlantic）以及叫作阿特拉斯（Atlas）的山脉和巨人的名字之中，这一词干来自埃及语的ἰtrw，而ἰtrw这个名字是指尼罗河与其他大片水域，尤其是人们所相信的环绕整个世界的大河。实际上，与这个词有很接近的语义对应的是俄刻阿诺斯（Okeanos，大洋）一词，后者的词源则出自美索不达米亚语。因此，含义为海洋的亚特兰蒂斯可能就是地中海的锡拉岛所处的环境，尽管这也有可能与有关大西洋彼岸的美洲的模糊含义结合在一起。

时间上的混乱也与此联系在一起，因为ἰtrw是晚期埃及语从闪米特词语yåm（海洋）借来的ym一词的同义词，用以描绘公元前12世纪进攻埃及的“海洋民族”。的确，柏拉图的篇章描绘了与文明世界对立的情节，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就是从亚特兰蒂斯发动的侵略，而他的描绘与拉美西斯三世（Ramessēs III）所写的碑文惊人地相似，后者描写了“海洋民族”在“他们的岛屿上进行了共谋”。如果把赫拉克勒斯的回归或“多利安人（Dorian）入侵”与爱琴海的部族在海洋民族入侵之前的活动联系到一起，那么雅典的确曾起而抗击北方的入侵者，尽管宣称雅典由此引领或拯救了世界未免过于夸张。这样，在梭伦的故事中，一方面是现代埃及学者所讲的第二和第三中间期，一方面是第二中间期爆发的锡拉毁灭性的火山喷发与希克索斯人的战争和第三中间期发生的政治动荡，这两方面似乎出现了重合。

不过，有趣的是，第三中间期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那是在公元前1159年发生的冰岛最大的火山海克拉（Hekla）的第三次喷发。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考古学家和古气候学家最近指出，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使不列颠西北部成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尽管该地区的生活状况在那之前的数十年里就已开始恶化。虽然情况并非清晰明确，在受到环境庇护的地中海地区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毁灭一切的大灾难，但是，两者的气候模式或许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地中海地区同样出现了退化，并由此导致了公元前13世纪末期出现的迁徙和动荡，以及公元前12世纪中期出现的衰微。

公元前1628年和前1159年的两次火山喷发似乎对中国有更加剧烈持久的影响。第七章记录了人们在中国的一些考察，主要集中在美籍华人科学家彭凯文令人着迷的气候学考证上。他和他的同事借助中国的资料记载建立起了有关过去四千年的气象学记录。人们从公元前9世纪起开始描述出现的“非凡的”自然现象，其中很多似乎是火山喷发造成的结果，并且这些都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其年代。但这项工作在涉及公元前9世纪之前的事件时充满困难，因为关于年代的断定存在很多争议。不过我赞同彭凯文的观点，认为似乎最好是把夏朝的倾覆定在公元前17世纪末期，商朝的灭亡则是在公元前12世纪末期。

彭凯文以这种年表为基础提出的主要论点就是，中国最早的两个王朝，即夏朝和商朝，之所以衰败灭亡，是与锡拉火山爆发和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密切相关的。因此，传统记述中很多和朝代灭亡联系在一起的超常现象，例如两个太阳、黯淡无光的太阳、干雾、夏天的霜冻，等等，都应该被认真对待。直到不久以前，大多数学者还认为这些有关异常现象的记录或是臆想出来的，或是夸大其词，目的只是为了表示旧王朝失去了“天赋神权”，因此需要被新王朝推翻，而书写这些记录的人则属于新的王朝。

现在我们发现，这些记录似乎具有真实的成分。火山的喷发，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气象“奇观”，以及粮食歉收造成的经济上的后果，尽管不会是夏朝和商朝覆灭的充分原因，但可能确实是必要原因——此外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这些记录可能是准确的，由此产生的可能性就是，这些描写了夏朝覆灭和商朝兴起的文本的底稿，或许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来自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时代，而是更早的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前12世纪商朝覆灭的时候，甚或是文本中所声称的公元前17世纪。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可以显示出，在孔子诞生之前五百年，甚至在比这还要更早的时候，中国的绅士们就已经用“孔子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了。孔子说，自己只是传播者而非原创者，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加以考量。

这一对时间的重新确定甚至有更深远的后果，因为它移走了“轴心时代”（Axial Age）理论赖以立足的一大支柱。根据该理论，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由于机缘巧合或天意安排，这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神奇的事情。正是在这一时期，真正的宗教、哲学和科学开始产生。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在印度出现了佛陀，在波斯出现了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在巴比伦犹太教得以创建，而最重要的则是出现了“希腊奇迹”。现在看起来，孔子是以公元前12世纪和前11世纪的周朝早期文化为坚实基础的，并且显然吸收了更古老的传统。佛陀释迦牟尼反对印度教，而印度教在他之前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琐罗亚斯德现在被认为是属于公元前两千纪，而《圣经》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都早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已被写出。实际上，发生在这一时期唯一的“变革”就是希腊奇迹，然而我相信，它实际上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更早期的埃及和黎凡特的宗教、哲学和科学传统。

揭示出秘密所在的，正是希腊自身的相对性强大。“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将希腊置于世界文明的开端，由此也将欧洲人推上了这一位置。因此，尽管亚洲和非洲青铜时代的伟大文化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精神和理性上，都是古典文明的基础，它们还是都遭到了否定——也必然遭到否定。

锡拉火山喷发和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在夏和商覆灭时所起的作用，似乎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极其重要的长久影响。比彭凯文更进一步，我认为，这两次相距大约五百年的火山喷发，对于确立王朝承继的历史模式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而在其他东亚帝国，如日本，却不存在这样的王朝承继。我也相信，火山喷发传递给当时人们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上天收回了对统治者的授权。在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都存在着对于“非法统治者”进行合理反抗的传统，这些信息对于该传统的确立是相当重要的。在中国和越南的传统中，天的授权，以及其内在的收回授权的可能性，都被接受并融入了一种强大的农民起义传统中。于是，尽管在大多数社会中都存在着类似的相信太平盛世会来临的农民运动，但在中国和越南，与农民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新旧世界的对立中更迭政权的可能性。

在公元19世纪，日本学者想要翻译欧洲语境中的“revolution”一词，他们选择了kakumei（除去了授权），而中文里的对应词“革命”则保留了传统的以及西方的概念。无疑，当中国到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40年代末时，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失去了天意。因此，获得了天意的共产党人在社会和民族高涨的革命热情的支持下，获得了传统上的许可甚至是责任来重塑社会。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仍能看到三千五百多年前锡拉火山爆发留下的痕迹。

第八章关注的是来自东北的希克索斯人，他们在中王国末期侵略或渗入埃及，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被埃及—努比亚第十八王朝驱逐之前，他们至少在下埃及地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这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年表问题，而这从埃及的记录来看很不确定。在巴勒斯坦的陶器时期的基础上，我认为，希克索斯人在公元前1740年时至少到达了埃及的三角洲东部。第二个问题是希克索斯人的民族归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考虑到了关于希克索斯人的史学记载。在这方面，标准的古典文本是由埃及祭司曼涅托所写的，其中把希克索斯人描述为“来自东方地区的入侵者，是罕为人知的民族”，他们发动侵略，残忍地征服了埃及。如同上面谈到的那样，至少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作家们就把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与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囚禁或逗留联系到一起，结果，直到19世纪末期，人们似乎一直认为，侵略者是以色列人或原始以色列人，总之都是讲闪米特语的人。

不过，伴随着反犹主义的系统化，这一北方人横扫繁华河谷地带的图景，如果不考虑阿拉伯人的因素的话，似乎成了典型的雅利安式而非闪米特式的——正如19世纪晚期的学者们所做的那样。曼涅托的说法可以支持这一有关希克索斯人的观点。曼涅托认为，希克索斯人是“罕为人知的民族”，而对第十八王朝的一处碑文的释读是，希克索斯人的首都名称包含ґ
 зmw还有šmзw，前者是埃及对于叙利亚—巴勒斯坦讲闪米特语的人的标准说法，后者的意思则是“流浪者”或“他们中间的外国人”。对此的解读是，这表示希克索斯人并非以闪米特人为核心。

这一事件与后来突然发生的蒙古和土耳其的征服之间的相似性，让德国学者大受震动，他们认为，希克索斯人是“亚洲内陆”民族。人们很快就把这个民族和新发现的胡里安人（Hurrian）等同起来，因为胡里安语既不属于闪米特语也不属于印欧语，而胡里安人据信是在这个时候从高加索以外的地区迁徙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我们现在知道，从公元前三千纪或者比这还要早的时候开始，胡里安人就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了。学者们对于胡里安人的米坦尼（Mitanni）王国一直很感兴趣，这个王国与第十八王朝是同时代的。当人们发现一些米坦尼王室成员的名字或神圣的名字以及有关驾驶战车的词语即使不是印度—雅利安语，也属于印度—伊朗语族时，学者们的研究热情更加高涨。他们认为，这显然表示出，该王国是由“优等民族”雅利安人创建的，雅利安人的统治地位就与双轮战车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得到了这一事实的支持：尽管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信息，但是在公元前15世纪，这一地区重新出现在埃及的记录之中，并且这些记录中似乎提到了很多胡里安人和一定数量的武士，而他们的名字都属于印度—伊朗语族。

这些看法遭到了很多埃及学家的抗拒，他们反对这种外人闯入自己研究领域的做法，并对戏剧化的或影响深远的事件持有一种新的专业上的反感。对于把胡里安人和雅利安人纳入希克索斯人这一做法中隐含着的反犹思想，一些埃及学家也难以接受。他们能够找到理由支持自己的反对观点，因为他们可以指出，大多数希克索斯人的名字都有闪米特词源，然而没有印欧语源的名字，或者说，至少就目前所知没有胡里安语源的名字。

这一争论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争论的路线基本是，中欧人和古代历史学家相信希克索斯人中包含了胡里安人和雅利安人，而其他民族的埃及学家强调他们在本质上最有可能是闪米特人。不过，这些人大多数都承认希克索斯人中存在着胡里安人，尽管通常不会承认存在着印度—伊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厌恶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认为雅利安人是“优等民族”的理论也给人们对希克索斯人的态度带来了重大冲击。

学者们现在倾向于排除希克索斯人中存在着胡里安因素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印欧因素了。他们也对曾经存在闪米特人对埃及的侵略这一观点表示了反对。他们更愿意假定闪米特人向埃及进行了缓慢、平稳的迁徙或渗透。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当前的低位或中位年表的支持，根据这些年代测定的结果，胡里安人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扩张只发生在公元前17世纪，这一时间太晚了，因此不可能与原来希克索斯人的活动存在任何联系。这意味着，极少数坚持主张希克索斯人中存在胡里安人成分的学者，现在不得不在两种希克索斯人之间进行区分，一种是早期渗入的闪米特人，一种是后来由胡里安人率领的征服者。

如果接受了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长”年表，那么已证明属实的胡里安人的扩张现在就被置于公元前18世纪的上半叶，也就是刚好发生在希克索斯人抵达埃及之前。即便不接受这种年代断定，伊斯兰、蒙古帝国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出现，也都说明了强大的力量很有可能在一两年的短暂时间里突然涌现。不论哪种情况，对于那些试图否定希克索斯人受到了胡里安或印度—伊朗影响的人，尽管我赞同他们的政治倾向，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而证据确实显示出，希克索斯人中间存在着胡里安人甚或是印度—伊朗人的成分，更重要的是，这或许和驾驭双轮战车联系在一起。

这样，在此我们似乎就有了清晰的“雅利安模式”的样本。我从未否认，在历史上时常发生北方蛮族的征服。实际上，我相信这就是在印度北部发生的情况，那里存在着这样的传统记述，这也符合后来语言散播的情况。《黑色雅典娜》的观点只是，这对于希腊而言并不像是实情，因为希腊并没有这样的传统记述或语言的散播。

如果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在希克索斯人中间存在着胡里安人和讲印度—伊朗语的人，那么绝对不会有疑问的就是，这些埃及的征服者讲的语言最有可能是闪米特语。希克索斯人的名字大多数来自闪米特语，在东三角洲，对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泰尔埃尔—达巴（Tell el Daba˂
 a）进行的考古挖掘显示出，他们的物质文化是叙利亚—巴勒斯坦类型的，或者说是埃及和黎凡特的混合体。因此，正如阿提拉（Attila）的部落主要是由罗马人的老邻居日耳曼人组成的，而主导了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是日耳曼文化——或者说是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非匈奴文化一样，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的净效应是引入了希克索斯的新武器，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文化和语言。

第九章所关注的，是我所认为的希克索斯动力的延续，这一次是进入爱琴海区域。我并不是第一个这样认为的人，20世纪初，有影响力的德国古代史学家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和其他一些学者都曾提出这样的主张。在近期，剑桥考古学家弗兰克·斯塔宾斯（Frank Stubbings）指出，迈锡尼的竖井墓（shaft grave）就是希克索斯王子的墓地。不过在总体上，这种观点在过去50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过时的。

在这一章里，我试图通过近20年来的考古发现复兴他们的观点。最重要的发展就是，由于重新确定了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很多陶器时期的年代都已被提前。这些新的年代将爱琴海物质文化发展的断裂与一种极为特殊的近东艺术和技术联系在一起，并将文化断裂发生的时间定位在公元前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这意味着，这些断裂和革新都与希克索斯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方面，我无法追随古代模式。在古代模式中，腓尼基/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在被逐出埃及之后来到希腊，那大约是公元前1570年。我认为，近东的人在爱琴海地区定居是在希克索斯人开始统治埃及的公元前1730年前后，而非在其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一调整实际上是对修正的古代模式的第二次“修正”，第一次修正接受的观点是，希腊语的印欧基础肯定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由北方而来。

第九章的第一部分关注的是公元前1730年左右在克里特发生的变化。这时，克里特的所有宫殿都已遭到毁坏并又被迅速重建。尽管也有基本的文化连续性，但是存在的差异足够明显，可以让大多数历史学家区分出在这一断裂之前的旧宫殿时期和之后的新宫殿时期。同样还存在着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尽管旧的宫殿自身已经受到了近东的很大影响，但是近东的影响在新的宫殿中显然更加明显。

尽管大多数学者都从克里特的冶金术中看出了连续性，但是他们大多也同意，新时期的武器受到了近东的技术，尤其是叙利亚的技术的影响。在弥诺斯中期三段的陶器时期（公元前1730年—公元前1675年），剑被引进到了克里特。令人信服的词源分析讨论显示，希腊语中表示“剑”的两个主要词汇，xiphos和phasganon，都有埃及和闪米特的词源，而没有印欧语的同源词或相关词。在剑被引入希腊的同时，青铜时代晚期的另一种新的“神器武器”，即敞篷双轮战车，似乎也出现在了克里特。

在艺术领域，人们发现了此前在爱琴海或近东地区都不曾出现的风格。代表这种新风格的是“腾空跳跃”这种新姿态，其所描绘的动物给人的印象是正在向前飞奔，四蹄在半空伸展。通常，这强调的是活力、飞行和速度。在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发现的少数经过装饰的希克索斯人的物品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风格。

这一时期被引入希腊的两种重要主题就是带翅膀的斯芬克斯（Sphinx）和鹰头狮格里芬（Griffin）。尽管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像很早就出现在埃及，但是公元前18世纪末出现在克里特的长翅膀的斯芬克斯，是叙利亚类型的，特别是与希克索斯人联系在了一起。

鹰首狮身的格里芬也是在弥诺斯中期三段的陶器时期被引入克里特的，同样属于叙利亚的形式。此后的五百年里，在整个爱琴海地区，都出现有以“飞翔的方式”战斗或捕猎的格里芬的形象。从克诺索斯最宏伟的克里特宫殿，到皮洛斯（Pylos）的迈锡尼宫殿，在宝座两侧都能见到鹰首狮身的格里芬的形象，因此格里芬并非只是艺术史关注的内容，而是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就像长翅膀的斯芬克斯一样，格里芬似乎是希克索斯王室的一种象征。这可能是被克里特当地统治者借鉴过来的。当时属于近东类型的武器在质和量上都有了飞跃，或许也是源于文化借用。不过，它们似乎更有可能是希克索斯人自己的。这不只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克里特的所有宫殿都遭到了破坏，黎凡特的影响和希克索斯人的象征物都在增加；也是因为，人们在克诺索斯旧宫殿被毁弃时候的地层中发现了不少展示出新的有活力的艺术风格的印章以及两幅显然出自王室的肖像画，一幅画上是年轻的王子，另一幅是蓄胡子的男人，而可与肖像画相对应的同时代器物则只有在杰里科（Jericho）一处希克索斯人的墓葬里发现的令人瞠目的头型花瓶以及在迈锡尼的竖井墓中发现的面具。

总之，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一时期希克索斯人的征服或对克里特的征服，但是这样的假设可以把很多零散的线索拼凑到一起，因此，追随爱德华·迈尔和其他做出这种假设的历史学家，就会为我们节省时间和精力。对此，在爱琴海海域其他地方也有细节充分的证据。

第九章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锡拉岛上现今被称为阿克罗蒂里（Akrotiri）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在锡拉火山爆发后被掩埋在火山灰下。人们只对城市的一小部分进行了挖掘，但是获得的发现足以让人激动。这座城市显然和如今仍然存在的那种地中海繁华城镇属于同一类型。重见天日的有两层建筑，里面满是通常无法保存至今的物品。这简直就是青铜时代的庞贝城，只不过保存得比庞贝还要完好。和在庞贝一样，最扣人心弦的发现就是众多壁画，它们不仅向我们揭示了那时的艺术技巧，更令人着迷的是，它们让我们了解到了火山喷发之前数十年里锡拉岛的社会状况。壁画既描绘出了一个高度发达、阶层分明的富裕社会，也描绘出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其中的人们不仅了解克里特的存在，也了解非洲和黎凡特。让专家们惊愕的是来自埃及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仪式上所用的船。画面中那些上层人物身穿的镶边白色长袍，也让人感到困惑。我相信可以在叙利亚找到它们的对应物。

艺术史学家也注意到，尽管这些绘画和所描述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克里特的，但是也有某些“迈锡尼”的特点。其中，有的军人戴的头盔被视为典型的希腊大陆风格，还有些场景与迈锡尼竖井墓中发现的通过乌银镶嵌技术（niello）表现的场景相似。不过我相信，这两种技术和场景更应当被视为属于“希克索斯式的国际化”风格。

如果相信，锡拉火山爆发和这座城市存在的时间都是在公元前16世纪末期或公元前15世纪，那么这个社会的国际化已经够令人惊讶的了。而如今，在重新确定火山喷发的时间之后，我们认为这些壁画记录的是公元前17世纪的社会特点，也就是说，是在这里所推测的希克索斯人征服克里特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时间。这样的假定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之前令人困惑的壁画内容，如国际化的特点和埃及的影响、战役和迈锡尼的影响，以及一幅壁画中表现出的象征王室的格里芬形象。

古典时代的很多记述都说，锡拉岛所在的基克拉泽斯群岛曾经被克里特人占据。没理由认为这种情况只存在了一个时期。不过，一些学者仍然相信，青铜时代中期末段和青铜时代晚期早段是克里特人统治的时期。这似乎令人信服。不过，如果克里特本身在那时已经受到希克索斯人的统治，那么在公元前18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7世纪统治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也就会是希克索斯人。他们的活动会扩展到更北的地方吗？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在希腊大陆有关青铜时代文化的发现之中最引起轰动的，就是德国巨头和考古学天才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迈锡尼进行的遗址挖掘。他在这座城市对竖井墓的挖掘堪称壮举，是最早揭示从那以后被称为“迈锡尼”的文化的考古活动。与迈锡尼早期统治者一起埋葬的物品令人惊愕，人们对其最直接也是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暴力和野蛮，这里有大量的武器和留着惹人注目的胡子的武士们的面具，面具上镶嵌着漂亮的乌银装饰和金叶子。

更细致的观察显示出不寻常的兼容并蓄。陶器属于当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传统器，但是几乎其他所有器物都具有异国风格，并且显然是希腊人所不熟悉的。最大的影响来自克里特，但是也有一些物品来自更加遥远的地方：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水晶石，来自非洲的鸵鸟蛋。此外还有一些物品表现出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影响。但是，后者主要表现为无规律可循的形式，我认为最好将之描述为“埃及之外的”或“希克索斯式的国际化”。这样成分混杂的物质文化的源头必然也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任何试图对此进行解释的历史方案都只能是同样复杂。

这里所提出的是与英国的诺曼征服相似的一种模式。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占领了诺曼底，在一个或多个世纪后，“诺曼人”入侵并征服了英国。诺曼征服的后果不是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语言和文化带到了英国，而是把后继的法国和意大利的追随者和管理者的语言和文化带到了英国。不过不同的是，到了公元1066年，诺曼人在文化上已经和法国人一样了，然而，由于希克索斯人的扩张更加迅速，首领和王子们仍然保留了他们物质文化上的很多特点，估计也保留了他们的语言。无论如何，在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很大程度上已经闪米特化，这显然就像其他快速扩张的野蛮“帝国”，例如匈奴人、蒙古人和莫卧儿人（Moghul）一样，他们自己的文化并没有给被征服的地区造成多少影响，却引入了其他的文化。于是，匈奴人帮助德国文化进入了西欧，蒙古人帮助东亚文化进入了伊朗和欧洲，土耳其的莫卧儿人把波斯文化带到了印度。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改变了接受地区的文化。

这里提出的假设是，竖井墓中和其他早期迈锡尼墓葬中埋葬的王族成员是来自叙利亚的希克索斯侵略者，他们的语言可能是胡里安语，甚至可能是印度—伊朗语。不过，其统治阶层的主体是讲闪米特语的黎凡特人，以及众多可能主要也讲闪米特语的埃及人和克里特人。这三个种族都彻底受到了埃及文化的渗透，尤其是在宗教领域。因此，一方面，陶器风格的连续性和希腊语属于印欧语这一事实都显示出，当地的人口和文化都得以保留。另一方面，物质文化的断裂和来自异域的新影响，与希腊记述中的埃及和腓尼基人的殖民统治混合在一起，就标示着存在来自埃及和黎凡特的外国征服者，他们统治了部分或整个希腊，直到公元前15世纪或14世纪珀罗普斯人（Pelopid）从安纳托利亚来到这里。而在底比斯，原来的腓尼基王朝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3世纪这座城市覆灭为止。

根据这里提出的历史方案，尽管公元前1400年之后存在着本地的影响和安纳托利亚的影响，我们所认为的“迈锡尼的”艺术风格最好还是被视为公元前18世纪在叙利亚兴起的希克索斯式的国际化风格。这种风格在具有丰富而又复杂的本土传统的克里特和埃及基本消失了——不过不是彻底消失。与此相反，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不那么发达的希腊大陆存在较少的文化对立，因此希克索斯风格得以保留下来并成为青铜时代晚期爱琴海区域的特色风格。

就语言来说，我几乎毫不怀疑，埃及和闪米特的词语和名称在公元前三千纪的爱琴海区域是通用的。希腊语肯定曾经从这些语言中大量借词，这发生在公元前1470年之后的青铜时代晚期，在埃及统治地中海东部时，以及公元前95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几何时代、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尽管如此，人们通常认为公元前1730到公元前1530年之间是希腊语作为独立语言产生的最有可能的时期，而在这期间，希腊似乎主要由讲西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人统治。实际上，这两种语言当时无疑在这一区域具有很高的地位。

第十章关注的是当时的书面证据，也就是说，埃及和黎凡特的记录中有关在青铜时代与爱琴海地区接触的内容，以及爱琴海的记录中涉及与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接触的内容。

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埃及的文献记录的，和解读其他文献记录一样，我们必须确定作者在使用各种地名时所指称的是什么。比如说，至少是从第十二王朝开始，Mnws这个名字就用来指西北方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曾经与Fnḫw——或许是腓尼基人——联系在一起。一些现代学者还把Mnws与弥诺斯和克里特联系在一起。情况一点也不一目了然。我们在第四章里讨论过，弥诺斯这个名称来自埃及的神灵敏神和第一位法老敏/美尼斯，进一步存在的可能是，爱琴海南部的很多被称为弥诺阿（Minoa）的地名都来自西闪米特语的Me
 nuhåh（休息的地方）。不过，更有可能的是，Mnws的确指克里特的部分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文献资料的证据暗示着，克里特的王子们接受了色梭斯特里斯的统治，而在前几章中讨论过的其他证据似乎也印证了这点。

地名卡夫图（Kftἰw或Kaftu）没有引起这么多问题。尽管人们也曾怀疑它所指的是别的地方，因为在墓葬中发现的卡夫图王子画像似乎太“亚洲化”了，但是没有理由推翻普遍认同的观点，那就是这个地名指的是克里特。在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诺菲斯三世（Amenōphis III）的雕像基座上，卡夫图被列于有关爱琴海地区的一系列地名之首，这也证实了人们的这一观点。人们最早是在公元前2450—公元前2100年的第一中间期用卡夫图来指代远方的贸易伙伴。这个词在第十八王朝使用得最为频繁，尤其是在公元前15世纪70年代之后，那时图特摩斯三世（Tuthmōsis III）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卡夫图的诸王子则被描绘为正向法老朝贡。

这样的朝贡形象让现代学者感到很不舒坦，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理由，认为埃及曾占上风的这一论断并非事实。如果只是因为，埃及对黎凡特的统治会要求老练沉稳且（或）雄心勃勃的爱琴海诸岛统治者与法老达成一致，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对这些观点表示怀疑。

不过，或许还有更多的理由，因为图特摩斯声称已经“制服了埃及的敌人，Wзḏ wr中部的岛屿，Ḥзw nbwt和外国的反叛”。这一说法似乎显示，埃及的海上远征军曾经抵达爱琴海——现在我们知道埃及此时已经有了海军。Wзḏ wr（大片的绿）从早期开始就意味着“大海”，但是到了新王国时期就被局限于地中海，并经常特指爱琴海。

Ḥзw nbwt（在岛屿后方）在公元前三千纪出现在金字塔铭文中，埃及学家阿兰·加德纳（Alan Gardiner）认为这是“对爱琴海足够准确的描绘”。这一观点受到了让·韦库特（Jean Vercoutter）的挑战，韦库特是埃及学家和埃及—爱琴海地区关系的专家，他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不现实的，原因是，对于大部分金字塔铭文被写就的公元前四千纪来说，这种定位所需的地理知识实在是太过深奥复杂了。而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这种观点：前王朝时期的埃及对于地理情况有这样的总体判断。但是，这个词语被加进埃及语的时间，可能更接近这些文本被题写的时间，也就是古王国即将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过的其他证据表明，那时埃及的官员知道爱琴海地区。

不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人们用Ḥзw nbw指新王国时期以来的希腊和爱琴海地区。实际上，在公元前1450年图特摩斯三世统治结束之后，Ḥзw nbw开始取代Kftἰw。而且，事实上，在托勒密王朝，Kftἰw被用来指代腓尼基人，这显示出，Kftἰw被用来描绘这样一个时期的克里特，那时岛上即使并非大部分人都讲闪米特语，也是有很多人在使用闪米特语。

在新王国时期，另一组被用来表示“希腊”的名称是Tἰnзy或Tanaya，Dз-ἰn、Dene或Denyen。这无疑与荷马在表示希腊人时最常用的词语达那厄人（Danaoi或Danaan）相应。这与和Tἰnзy一起使用的表示衰老的人的埃及符号之间，甚至存在着一种联系。在埃及语中，这与词根tnἰ（老的，衰老的）联系在一起；在希腊语中，这完全符合对达那俄斯（Danaos）的描述，根据传统叙述，来自埃及的达那俄斯把希腊的阿尔戈斯（Argos）变为殖民地。达那俄斯被描述为年老体衰。他作为殖民者和灌溉者的正面特点也符合埃及语中的双关词dnἰ（分配，灌溉），而dnἰ又与闪米特语的d(y)n(n)（裁决）相关。尽管古代的作家清楚地看到了这些联系，但原本的名称仍不可能只是来自这些词源，因为出现在一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本中的Da-neki
 显然是指遥远的西部。

在公元前1470年到公元前1250年间，埃及看起来与Tἰnзy之间既有直接来往，也有通过黎凡特的王子们所进行的间接来往。在一幅墓葬壁画中，Tἰnзy的首领们被描绘为给图特摩斯三世带来了贡品，另外，在前面提到的阿蒙诺菲斯三世的雕像基座上刻着一份爱琴海城市名录，Kftἰw和Tἰnзy就位于地名之首。

名称Dene或Denyen指的是曾在公元前12世纪洗劫了埃及和黎凡特的海洋民族之一。这也让人想到荷马笔下的达那厄人。这一名称同时也和《圣经》中的但族（Dan）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但族人起源于以色列与一支海洋民族的融合。

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文本也提到了爱琴海。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Da-neki
 。在一份来自叙利亚城市埃卜拉（Ebla）的类似的名录上，在同一个位置出现的是Am-niki
 ，这个名字可能与阿姆尼索斯（Amnissos）有关，阿姆尼索斯是对克诺索斯港口的非常古老的称呼。来自上幼发拉底河畔城市马利（Mari）的一份公元前18世纪的名录则提到了作为贸易伙伴和奢侈品制造中心的Kaptara［（卡普塔拉）克里特］。

在公元前14和公元前13世纪，叙利亚港口乌加里特有大量文本记录，令人惊奇的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希腊人。我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当时征服了乌加里特的赫梯国王对迈锡尼王国进行了封锁。不过，并非所有的贸易活动都被迫中断，有一份记录就讲述了一名乌加里特的tamkarum（官方授权的商人）与克里特定期进行贸易。

乌加里特的文本指向了黎凡特和希腊之间的另一种接触形式。乌加里特的许多传说和赞美诗都表现出与早期希腊文本之间惊人的相似性，这些传说和赞美诗也充当了沟通希腊和《圣经》主题的重要“桥梁”。因此在这一层面上，至少在青铜时代晚期似乎就已存在着普遍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文化。

爱琴海地区留下了青铜时代的记录，那些保留在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中的记录，人们现在都已能够解读。在爱琴海地区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克里特——人们都曾使用这些属于弥诺斯和迈锡尼文明的音节文字。用A类线形文字书写的语言究竟属于哪种语族，这至今仍然让人争论不休，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这种语言中有大量的闪米特词语。这些词语不仅仅包括奢侈品的名称，也包括谷物和葡萄之类主要商品的名称，还有“所有”或“全部”之类的基本词语。这些词语的存在或许是因为这种语言本身就是闪米特语，或许是因为大量闪米特语的外来词进入了尚未得到了解的克里特语。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语言是闪米特语。不论是哪种情况，它们都表现出克里特和黎凡特之间的紧密联系。

B类线形文字是用来书写希腊语的类似文字。在B类线形文字得到破解之前，人们相信，希腊语中极少数得到承认的闪米特语借词，例如chitōn（一种服装）和chrysos（黄金），是在公元前7世纪被引入希腊语的。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早在公元前14或13世纪就已经存在。我相信，B类线形文字的文本中存在其他很多来自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借词，即使有人无法接受这些借词的存在，这些文本仍然会为青铜时代的词汇借用提供充分证据，并由此提供文化接触的证据。

这些文本展示出了迈锡尼宫殿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它们与近东宫殿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在细节上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相似性。就连文本中采用的测量单位和权力机构组成方案，都表现出从埃及和亚洲西南部的特殊借用。而且，在B类线形文字文本中有数十个人名显然具有闪米特语、胡里安语和埃及语的词源。这些词语包括：Aikupito；Aigyptos（埃古普托斯），“孟菲斯人”或“埃及人”；Misirajo，闪米特语的Mṣry，“埃及人”；Aradajo，可能是“艾尔瓦德岛（Arwad）上的腓尼基城人”；Turijajo和Turijo，“推罗人”（Tyrian）。公元前17世纪写在莎草纸上的埃及文献告诉我们“怎样写出Kftἰw的各个名字”，由此为我们描绘出的图景就是，完全相异的民族当时曾在岛上共存。而上述这些词语可以证实这一图景。与此类似，人名Pз Kfty（克里特人）在公元前16世纪出现在埃及。埃及、黎凡特和爱琴海地区的文献资料提供的零星信息，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并暗示出，在青铜时代的地中海东部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大量的接触和融合，这至少是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的，而且或许还要更早。

第十一章关注的是迈锡尼时代后期希腊的情况。根据本书所采用的年表，迈锡尼文明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公元前18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世纪。这期间显然存在着文化连续性。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艺术风格和主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芬克斯和格里芬的图案在整个时期一直存在。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受地域所限，因此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在更早的年代里希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现存的竖井墓和其他墓葬让我们知道，早期迈锡尼人即使没有受到战争的困扰，也与战争密不可分。不过，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锡拉壁画描绘出了相当安宁而又高度发展的社会，至少这是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社会状况，而考古发现也证明那是个相对富庶的城市化社会。

毁灭之后的重建几乎抹去了所有早期建筑的痕迹，或许正是因为文化连续性和重建，人们没有发现早期的迈锡尼王室住所，所能发现的只是墓葬。不过，人们发现了这一时期后段建造的大量宫殿。从迈锡尼时代的末期开始就出现了书写B类线形文字的泥板，如前所述，这些泥板为了解宫殿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提供了大量书面证据。

这种模式的证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图景：一个崇尚武力的英雄社会安定下来，逐步建立起了文明化的官员制度。不过实际情形当然不会如此简单：锡拉岛上的证据显示出公元前17世纪存在和平的先进社会，而且最新建造的迈锡尼宫殿事实上也普遍得到了加固。因此，有可能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大部分都被一些王国所控制，在这些王国中，与宫殿中的公民政府同时存在的是王国之间的大规模战役和勇士精神。在我看来，与之最接近的情况就是公元8世纪之后的日本，此时的日本既存在王室的高雅修养，也存在与此相反的“封建”或流氓性质的残忍野蛮的武士道精神（bushido），亦即对军人精神的膜拜。

有趣的是，尽管后来人们强调希腊早期建筑的壮丽宏伟，但是希腊传统中保留的对“英雄时代”战争行为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青铜时代晚期所有经济或文化成就的关注。毫无疑问，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对大胆蛮勇的行为的描述总是会构成更生动的故事。但这似乎也是由于，在大多数传说成型的黑暗时代，存在的状况是文明的缺失、战争冲突的持续和加剧以及公元前12世纪宫殿垮塌之后的忠诚和叛变。

第十一章关注的是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250年间的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属于青铜时代的这三个世纪留下的文献和考古证据，最能表明埃及和黎凡特与爱琴海地区发生过接触和交往。不过，直到最近，要把二者联系到一起仍有困难。这是因为，埃及文献虽然显示出埃及与爱琴海地区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时间是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后期（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450年）和阿蒙诺菲斯三世及其儿子阿克那顿（Akhenaton）统治期间（公元前1419年—公元前1364年），这并不是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陶器时期，而考古证据表明，这些地区接触来往最密切的时候应是传统上认为的陶器时期，亦即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275年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Late Helladic Ⅲ）A和公元前1275年—公元前1180年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不过现在，我们需要在与新的埃及历史年表相对照的基础上重新编年，对于锡拉火山爆发时间的重新判定也要求更新爱琴海青铜时代晚期陶器时期的年表，因此，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应该提前到公元前1490年—公元前1470年间，而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则应该是公元前1370年—公元前1220年间。由于埃及新王国的年表应该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有关埃及和黎凡特与爱琴海地区之间进行密切接触的历史和考古证据是同步的，并且展示出了一幅连贯的图景。

这种日期的重新确定也要求更改克里特历史的分期。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末期（公元前1460年—公元前1450年间）的墓葬壁画中有一个特写画面，长期以来一直让古代史学家议论不休。画面中正在向法老献上贡品的克里特人身穿的弥诺斯短褶裙被重新勾勒成了迈锡尼的式样。对B类线形文字泥板的解读让我们认识到，公元前14世纪，或者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的克里特，希腊语是主要语言，因此这一图画的重新绘制，标示着迈锡尼的希腊人入侵或以某种方式抵达了克里特。根据传统看法，公元前1450年标志着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陶器时期的开始。这似乎完全符合这一事实：克里特各省的宫殿大约在这一时期被毁，整个岛屿都处于克诺索斯的集权统治之下。之前使用过的其他论据也都被抛弃了，比如说，竖井墓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引入克里特的。迈锡尼人大约在公元前1450年抵达，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阿瑟·埃文斯爵士已经宣称，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开始时，克诺索斯本身的宫殿就已经遭到了毁坏，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380年。因此希腊语要成为岛上首都的官方语言，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

不过，几十年里，以语言学家伦纳德·帕尔默（Leonard Palmer）为代表的一群离经叛道的学者一直认为，克诺索斯的宫殿一直到公元前13世纪末还仍然存在，而来自该宫殿的B类线形文字泥板的书写时间应该就是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而不是比这早两百年。近期对于考古证据的解读似乎可以支持帕尔默的观点，因此对于希腊人抵达克里特岛的时间要求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的任何时间来到克里特都是有可能的。

然而，在埃及存在着关于统治者变更的证据，Kftἰw这个名字不再使用，Tnἰ则出现得越来越多，这些证据可以有力地证明，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的克里特发生了权力转换。但是问题仍然存在：这种变化究竟发生在陶器时期的什么阶段呢？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陶器时期的陶器由先前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B发展而来，并继而发展进入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时期。因此，陶器不能用来表示权力的转换。无论如何，不管语言发生了什么变化，所有其他形式的证据都显示出这一时期的克里特岛上存在着基本的文化连续性。我们要做的最简单的事情似乎就是保留绝对年代的划定，或者把日期稍微提早到大约公元前1470年，并从陶瓷器的角度出发把这视为弥诺斯文化后期陶器时期和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的开始。人们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及其周边都发现了这种泛爱琴海风格的陶器，不过最具有代表性的发现还是在那些曾经在图特摩斯三世胜利之后受到埃及控制或影响的地区，包括塞浦路斯、黎凡特、埃及和努比亚。

有趣的是，有一个地方从未发现过迈锡尼的陶器，那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当时这里被赫梯人占据。第十一章的若干小节关注的就是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小节谈的是赫梯文献中有关赫梯人在西方的邻居阿匝瓦（Arzawa）和阿苏瓦（Assuwa）的内容［Assuwa就是Asia（亚洲，亚细亚）一词的来源］。到公元前15世纪末，赫梯文献开始提到一个新兴国家，名为阿希亚瓦（Aḫḫiyawa），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所说的是亚加亚人（Achaian），荷马提到希腊人时常用这一名称。情况是非常混乱的，但是从赫梯文献和后来的希腊传说中能够推知的最有可能的图景是，阿希亚瓦/亚加亚人指的是混居的希腊化的西安纳托利亚人和希腊人，他们在赫梯帝国边境和爱琴海地区生活，并劫掠周边地区。亚加亚人应该和希腊传说中的英雄珀罗普斯（Pelops）联系在一起，而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珀罗普斯的岛屿）的名称就由此而来，荷马笔下的伟大国王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Menelaos）则声称他们是珀罗普斯的后裔。我相信，珀罗普斯这个名字来自埃及的Pз Rp ґ
 t（加冕的王子），因此，这个词是个头衔而非人名。很难确定，珀罗普斯的主要原型是在什么时间控制了伯罗奔尼撒西北部的伊利斯（Elis）地区，这一地区似乎是亚加亚人或珀罗普斯拓展权力范围的基础。公元前1425年到公元前1300年间的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困难的是，我们无法辨别出达那厄人和亚加亚人在物质文化上的任何差异。资料和传说中的证据同样不准确，就好像荷马在区分这两个民族时也一点都不清晰。埃及人似乎提到了Tnἰw和Iḳwš（亚加亚人），他们都是劫掠过埃及的海洋民族。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在公元前18世纪末期最初的“希克索斯”英雄建立的王国里，达那厄人是居民或驻守者，而亚加亚人则是被新的“安纳托利亚”王朝征服的人。正如我们难以估计出珀罗普斯的王国是何时在伊利斯建立的，我们同样难以说出其他王国，如迈锡尼/阿尔戈斯和斯巴达，是在何时开始被亚加亚人统治的。似乎明确的就只是，希克索斯王朝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底比斯的卡德摩斯人（Kadmeans）的统治，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期覆灭的。

亚加亚人和安纳托利亚人之间存在联系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赫梯人的盟友。恰恰相反，就像达那厄人一样，他们长期以来似乎都是安纳托利亚中部居民的敌人。赫梯的文献记录显示出对阿希亚瓦的持续敌意；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在赫梯的领土上没有发现迈锡尼的陶器。在迈锡尼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外国物品中也没有什么是来自赫梯的。美国考古学家埃里克·克莱因指出，尽管所发现的遗物包括大量埃及和黎凡特的物品，但只有一件物品可能属于赫梯，而且还是来自处于赫梯控制之外的安纳托利亚的某一地区。

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迈锡尼的商品，而赫梯人也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地区积极活动的贸易者。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地区会互相排斥呢？纵然不考虑阿希亚瓦和阿哈伊亚（Akhaia）之间的等同，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两个地区会对彼此毫不了解。略有可能让人接受的解释就是，它们处在相似的地理位置，因此不需要对方的产品。即使这种想法指出了一部分真相，我们也完全可以假定，这样的经济独立受到了政治意志的推进。文献和考古证据都可以支持这一假设。书面证据是公元前13世纪赫梯人与其叙利亚北部附属国国王之间签订的一份协约，其中特别要求他禁止来自阿希亚瓦的船只通过他的领土进行贸易。考古证据则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时期，在叙利亚北部一带存在着大量的迈锡尼陶器，然而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时期，这一地区却没有任何迈锡尼陶器。对此最有可能让人接受的解释就是，众所皆知，这一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370年开始受到赫梯统治，而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也正是在这一时候开始的。

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从大约公元前1430年到大约公元前1230年间，希腊人和赫梯人处于敌对状态。赫梯人的最大竞争对手当然是埃及人，而图特摩斯三世或许也曾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对爱琴海地区进行讨伐远征，文献和考古证据都显示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那些最重要的希腊王国对于身处埃及人的领地感到很满意，并且从法老那里“接受了生命气息”。

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接触。除了第十章里讨论过的文献资料中提到了这类接触之外，还有大量的考古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如上所述，在处于埃及控制和影响之下的各个地区，人们发现了大量属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和三段B时期（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220年）的迈锡尼陶器。与此相似，在爱琴海地区发现了许多用来盛放各类物品的迦南制造的大罐子。

从土耳其西南卡什（Kaş）海岸外一处沉船的残骸里，人们一共打捞出120多个黎凡特的罐子，这是迄今发现这种罐子最多的地方。该沉船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360年，埃及最鼎盛时期将要结束的时候。船载的大量货物足以为我们展示出，在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是何等繁荣。货物中除了象牙和乌木之外，还有大量的铜锭，这些铜锭可以证明存在着铜的大规模贸易，当时铜主要是在塞浦路斯和撒丁岛开采的。我们同时可以知道，当时锡的贸易虽然规模稍小，但是影响更为深远，与地中海进行锡矿贸易的地区远至阿富汗、波希米亚和康沃尔（Cornwall）。

近年来最有趣的发现之一就是铅和含铅的银的贸易，人们现在可以通过对铅的同位素分析对其进行追溯。我们现在知道，雅典以南阿提卡的劳利昂矿区至少从埃及中王国建立时就开始成为这些金属的主要输出地。整个青铜时代晚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可以找到来自该矿区的铅。

人们在迈锡尼发现了很多埃及庙宇底座的彩绘陶板，上面有国王阿蒙诺菲斯三世的名字。这些彩绘陶板同样有趣，这是因为，如果它们是在埃及发现的，那么考古学家立刻就会开始寻找能与建筑在地基上的庙宇联系起来的其他迹象。然而在迈锡尼，这些彩绘陶板大多数都是在贮藏珍贵物品的窖藏中发现的，而不是在本应标示着庙宇四角的地方。另一方面，尽管它们具有仪式上的重要意义，却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因此不可能是作为纪念品被带回来或进口来的。联想到这个时期埃及与迈锡尼王室相接触的其他迹象，我们似乎有理由假定，它们的作用是在此标示出埃及建筑的地基，尽管这样的建筑或许只能存在很短的时间，或者从来就不曾开工建设。

然而，标示着埃及与希腊在这一时期存在密切接触的，并非只是这些有象征意义的陶板。对于彩釉中的铅的分析表示，它来自劳利昂。这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解释。或者此时在希腊有一处官方的埃及御用工厂，能够制造出陶板，或者在埃及给这些陶板上釉时碰巧使用了来自希腊的铅。后一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更大。哪怕是这种解释也强调了公元前1400年前后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们知道，埃及和非洲其他地区出口象牙、乌木和其他热带产品，例如没药和其他香料、鸵鸟蛋，或许还有羽毛和纸莎草。这些地区还有可能出口黄金，尽管希腊本身也有黄金产地。似乎奴隶的主要流动路径是从北向南。这样的贸易大多会经过黎凡特，而黎凡特也有自己的产品，例如雪松木材和精致的成品。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爱琴海地区出口优质陶器，不管沉船中那些迈锡尼的罐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其中肯定包括橄榄油。此外还有铅和银。

这样的贸易模式并不平衡。既然我们知道，希腊是金属的主要出口地，那么我们似乎有必要用其他一些政治或经济因素来解释一下明显存在的不平衡。或许我们可以假定埃及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和海军力量，因此可以盘剥爱琴海地区。不过，更有可能的或许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是经济原因，此时埃及已经在向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出口小麦，我们知道，在公元前776年—公元前325年的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埃及就是这样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清晰地显示出，此时人们建造的船只已经足够大，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谷物贸易。人们还知道，公元前13世纪时埃及曾经通过从海上运输谷物缓解了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饥荒。几乎可以肯定，在日后构成了腓尼基的黎凡特城市中，有一些此时也经常出现粮食短缺。来自希腊南部的考古发现和书面证据都显示出，这个世纪的人口密度非常大，然而粮食产量低得惊人。这或许暗示着当时经常出现饥荒和/或谷物的持续进口。一些谷物可能是来自黑海地区的，该地区在古典时代也向希腊供应谷物，但是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大部分谷物都来自埃及。有趣的是，希腊传说中提到，就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埃及的救助缓解了阿提卡的饥荒。此外，有关小麦和烤面包的一些希腊词语具有埃及词源，所有这些线索都在暗示，埃及向希腊和地中海周边其他地区出口小麦的模式，不仅存在于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而且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过去20年里，学者们争论得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青铜时代晚期，究竟是谁主导着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自从极端的雅利安模式胜出之后，最盛行的观点就是，贸易完全掌握在有活力的迈锡尼人手中。这得到了下面这一事实的支持：在黎凡特和埃及发现的爱琴海陶器要比在爱琴海发现的黎凡特和埃及陶器数量更多。不过，陶器数量本身并非总能很好地标示是谁在进行这些器皿的贸易。例如，如果只因为17世纪以后西欧的大多数陶瓷器都来自中国或是当地对中国器皿的拙劣模仿，就认为是中国船只在西欧进行贸易，那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一些学者也已指出，在来自乌加里特的大量有关贸易的记录中并没有谈到希腊人。我认为对此可以这样解释：赫梯人禁止其附属国与阿希亚瓦贸易，因此就形成了当地的这一现象。不过，几乎无须怀疑的是，B类线形文字泥板的内容显示出，乌加里特和其他黎凡特城市比爱琴海地区的宫殿经济体更加商业化。在荷马史诗中也展现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所有的贸易都掌握在腓尼基人手中。

属于这一时期末期的沉船最早是在土耳其南部海岸的格里多亚角（Cape Gelidonia）附近发现的，由乔治·巴斯进行了发掘。巴斯相信，乘坐这艘船的是黎凡特人。巴斯有关卡什沉船的发现和发掘更为重要，其为船员的民族身份提供了更加模糊的证据。那些船员或许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会包括一些希腊人。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否认西闪米特人的创造性角色，而宽泛的雅利安模式（Broad Aryan Model）则与此相反，在二者的论争中，认为船员中有希腊人的这一看法尽管有重要意义，最终却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清楚，在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220年间，地中海东部地区完全是国际化的。因此，由爱琴海人、黎凡特人、埃及人以及其他不同民族组成的船员都在海上航行，运输来自不同地区的各种货物。一些学者提出，是和平的迈锡尼（Pax Mycenaeaca）带来了这样的和平与繁荣。这和雅利安主义者本末倒置的观点别无二致。毫无疑问，从公元前1470年到公元前1370年间，埃及是这一地区的主导力量，并且一直到公元前13世纪末，埃及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都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更妥当的做法似乎是假定，这样的贸易与繁荣是以和平的埃及（Pax Aegyptiaca）为前提的。

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在包括爱琴海地区在内的整个地中海东部都存在着这样的国际化社会，因此，认为存在着文化隔绝的观点是荒谬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希腊有来自埃及和西闪米特地区的文化借用，尤其是语言上的借用。似乎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借用的迹象本身是不可信的。但是，这一时期的考古证据尽管会使雅利安模式和原地生成模式站不住脚，却也削弱了狭义上的古代模式，因为这样长期的亲密接触本身已经可以解释基本的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借用，而不必再考虑到征服或殖民。不过，与此相反的是，事实上在迈锡尼文明后期希腊所讲的语言已经是希腊语，同时已经在崇拜那些后来有了希腊名字的神灵。那些我认为具有埃及语或西闪米特语来源的词语和名字，在此时的希腊似乎已经投入使用。而且，锡拉的壁画让我们了解到，基克拉泽斯文化至少在公元前17世纪已经彻底地国际化。因此，尽管在公元前1470年到公元前1220年间存在着密切接触，我们似乎没有多少理由怀疑，我们所知道的从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开始的希腊文化，在那时就已经基本成型了。既然这样，我们就必须探寻更久远的年代，去寻找我所相信的埃及和闪米特对希腊文化的根本性
 影响，如同上面论述过的，某些影响的迹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甚至更早的时间。

然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似乎表明，关键时期是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的后两百五十年，而这种文化影响是与希克索斯的征服和殖民联系在一起的。

本书的第十二章是最后一章，讨论的是迈锡尼时代末期，也就是公元前1250年到公元前1150年这一百年间的情况。这一章集中关注的是希腊的底比斯和特洛伊这两座城市的被围和毁灭。在此，对陶器时期较晚的年代设定也给编年造成了困扰。根据传统观点，与之相关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始于公元前1275年，而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C始于公元前1180年。考古证据则表明，底比斯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2被毁的，根据上面的时间划定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在考古学家发现的城市遗址中，有两处可能是荷马所提到的特洛伊城。特洛伊VI毁灭的时间似乎接近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开始的时间，根据传统的年代划定大概是在公元前1275年，而传说中特洛伊城沦陷的时间是比这更晚的公元前1250年到公元前1170年间。更重要的是，这一时间也要早于传统的陶器时期年表所给出的底比斯最终沦陷的时间，而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底比斯的沦陷发生在特洛伊战争之前。不过，按照人们所相信的荷马的说法，特洛伊VIIa是被大火焚毁的，这次毁灭发生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C开始前后，根据传统的年代划定应该是公元前1175年之后。这恰好符合希腊年表给出的较晚的结束年代，然而仍然难以与传统记录中所描述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希腊远征相互调和，因为我们知道迈锡尼文明在此时已经开始迅速衰落。

由于存在这种混乱和“特洛伊”被毁时间的不确定性，持怀疑态度的M.芬利（M. Finley）开始质疑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在谢里曼令人惊异的考古发现之后，还从未有人能像这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剑桥古典学者的领军人物这样对特洛伊进行质疑。不过，新的对陶器时期时间的划定以两种方式澄清了情况。首先，特洛伊VI的衰退现在应该定在公元前1350年前后，这距离发生在公元前1210年左右的城市覆灭还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一更晚的时间恰好处在传统划定的时间范围的中间，而且其毁灭的性质也符合史诗的描述。此外，在海岸边发现的遗物也让人展开联想，人们认为希腊人当年就是在这片海岸扎营的，这些重新证明了荷马的叙述具有基本的历史真实性。

这一章的多个部分指向的就是特洛伊的复杂历史，因为这可以通过考古学和赫梯的资料建立起来。这座无比繁华的城市占据了突出的战略位置，无数船只曾经在此停泊，等待着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扬帆起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抵达黑海。在青铜时代晚期，这座城市曾经在赫梯和希腊的统治之间摇摆。不论是在荷马的记述中还是在希腊传说中，都没有赫梯人的身影。这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尽管赫梯帝国直到公元前12世纪开始时才崩溃，但是在公元前13世纪30年代，赫梯已经失去了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控制和影响。因此，特洛伊战争在某些方面似乎是一场希腊试图填补权力真空的行动，而权力真空是由于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南部地区城邦与色雷斯人形成了联盟进行抵抗所造成的。

第十二章还包括了有关底比斯的部分。我相信，传说中的英雄卡德摩斯所代表的希克索斯王子们二次建造了底比斯，这一章就勾勒出了由此开始能够重构出来的底比斯历史。对于卡德摩斯时代的年代确定存在着争论，很多学者倾向于在古代就被提出的较晚的年代设定。这里对此也进行了相关讨论。我相信，这些争论背后的重要动因是，一方面，传说中卡德摩斯把字母表介绍到了希腊，另一方面，据信最早的字母表可能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介绍进来的，而人们渴望调和这两种说法。我以铭文作为理由，认为闪米特字母被介绍到希腊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1400年，而且有可能更接近公元前1800年。在我看来，似乎没有理由怀疑重要的相关的古老传说，这种传说认为，卡德摩斯或他所代表的入侵，大约与达那俄斯和随他而来的殖民发生在同一时间，也就是说是在公元前1730年左右。

充足的古典时代的证据几乎可以让我们确定，公元前13世纪的底比斯人相信，他们的统治者是古代国王的后代，而这些国王是卡德摩斯的后代，这些人追根溯源则都是来自腓尼基的。这些证据与年代更早的图像所提供的证据是相契合的。因此，在我看来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传说有真实的历史基础，这时的底比斯王国在经历了希克索斯的控制后独自幸存下来。

同样清晰的是，底比斯一直和近东保持联系，或者是恢复了和近东的联系。在卡德摩恩（Kadmeion）或城市宫殿，人们发现了数量可观的近东的宝藏，其中一些是在城市衰落时打造或重新打造的。一位学者因此认为，曾有一群东方工匠在宫殿里劳作。最令人惊异的发现是一组天青石质地的圆柱形印章，大多数都是巴比伦加喜特王朝的官方或宗教印章。加喜特王朝是被亚述人征服的。研究西亚印章的高级专家艾迪斯·鲍腊达（Edith Porada）在她的探索过程中曾经追溯到了这些印章的源头——曾遭亚述征服者图库尔蒂—尼努尔塔（Tukulti Ninurta）一世洗劫的那些寺庙。她认为，这些印章或是作为贸易商品，或是出于外交目的而被这位征服者送到了希腊。鲍腊达知道赫梯的条约试图阻止希腊和亚述的贸易，但她并不知道这一确凿的证据：一块下面印有图库尔蒂—尼努尔塔名字的大铅锭所用的原料就来自阿提卡的劳利昂矿区。

因此，尽管底比斯在陷落时无疑与近东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但是同样明确的是，它并非这一时期唯一这样做的希腊城邦。与此相似的是，尽管没有理由怀疑，底比斯国王有卡德摩斯和腓尼基血统，但是这些发现本身并不能证明底比斯是由近东国家建立起来的。

亚述征服巴比伦的时间可以确信大致是在公元前1235年。这为底比斯的最终毁灭提供了最晚的时间节点（terminus post quem），如今后者发生的时间应该被划定在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根据希腊传说，这就发生在特洛伊战争之前不久，而特洛伊战争可以认为是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头十年，战争的结局就是公元前1210年特洛伊的陷落。

在第十二章里，我也谈到了迈锡尼时代的终结和青铜时代文明的整体覆灭，这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可以认为，底比斯和特洛伊的陷落只是其前兆。根据埃及文献的记录，公元前12世纪初发生了“海洋民族的入侵”，包括对安纳托利亚北部和西部、黎凡特以及埃及的入侵。入侵造成了赫梯帝国终结，黎凡特沿岸诸城邦被毁于一时。埃及勉强挺过了浩劫，但是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

无疑，我们现在称之为“希腊人”的民族参与了这些劫掠和随后而来的定居活动。另一方面，人们很难确切说出这些移民行为与此时在希腊大陆发生的动乱有什么样的关联。希腊大陆的动乱主要表现为来自希腊西北的多利安人对希腊南方部分地区的劫掠和征服。多利安的国王们声称他们是“赫拉克勒斯”或神灵的后裔，来自更早的埃及—腓尼基人统治的王朝，不论这其中是否存在着真实性。这样，多利安的国王就可以宣告，相比他们在阿尔戈斯、斯巴达和其他地方所取代的珀罗普斯人而言，多利安人具有更为优越的正当合法的地位。由于这种埃及—腓尼基的血统，后来的斯巴达国王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与犹太人近似，而犹太人的首领就与他们自己真实的或想象中的祖先一样，被假定为遭到埃及人驱逐的希克索斯王子。

希腊的动乱似乎在公元前12世纪50年代发展到了一个极端，而迈锡尼本身似乎就是到了此时才陷落。显然有很多原因可以用来解释青铜时代文明为何在此时崩溃。一种假说认为，这其中的潜在原因是，公元前13世纪最后25年间，整个北半球都受到了气候恶化的影响。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不过，沿着这类路线进行探索的学者们并没有发现长期持续的气候恶化。而且，尽管他们承认或许出现了有时持续数年的旱灾，但他们也颇为合理地主张，在公元前14世纪也发生了类似的旱灾，而那时希腊南部的人口数量则相当可观。我认为，如果我们相信，在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220年间埃及的谷物能够运输到希腊，帮助希腊人渡过饥荒时期，那么这一谜团就可以解开了。所以说，是因为海洋民族的入侵不仅削弱了埃及的力量，也断绝了海上运输谷物的可能性，才迫使希腊南部的经济从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和三段B的陶器时期向三段C转型，从专事制造业和专业化农业生产转向自给自足型经济，人口数量则大幅减少，直到可以承受相对频繁的旱灾。

尽管公元前13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2世纪的长期衰退可以归因于气候和政治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原本和平的埃及出现了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然而在很多地区，最终摧毁青铜时代文明的致命一击（coup de grace），或许是公元前1159年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后出现的气候恶化。有趣的是，在这之后的十年间，周国的王子开始推翻商朝的统治，不列颠西北成了无人居住之地，伊朗的中埃兰王国灭亡，希腊的宫殿社会遭到毁灭。

埃及并未亡国，黎凡特也很快就重新积累起财富和力量，然而近东周边的地区用了更长的时间恢复元气。等到它们重新振兴时，已然是与原来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了。在希腊，官僚制的宫殿社会被更加原始的部族社会取代，而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的复兴基本依循的是腓尼基在公元前11世纪确立的商业化和制造业城邦的发展路线，尽管复兴依靠的是奴隶的劳动，然而公民权益的意识得到了加强。如果用象征化的手法进行描述，这些差异就表现为，原来是宫殿的地方，此时矗立着由寺院主导的城市，这些寺院供奉的是代表团体身份的神灵。

近东的新一轮影响和希腊大陆的传统形式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了另一个故事，不过那就不属于本项研究的内容了。

在第一卷的绪言中，我鲁莽地写出了那时尚在计划中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现在我才明白当时我犯了多大的错误。因此，这一次我不想详谈第三卷和第四卷都会有什么内容。我只想说，在整体上看，它们将会涵盖第一卷的导言所声明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将会涉及的范围。除了这一方案的细节上的变化之外，本质的差异在于，它们将会基于与第二卷同样的“路线”，也就是说，我将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进行“大量的”描述，尽量展示出修正的古代模式取得的成果。然而，在我最初开始策划这一项目时，我曾经错误地认为不同模式之间有可能存在不偏不倚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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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宫殿时期之前的克里特：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2100年

要梳理近东和爱琴海地区之间的关系，显然应该以克里特为起点。这是因为，首先，有证据显示，克里特岛与亚洲西南和非洲北部地区的接触和交往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并且在青铜时代早期一直持续；其次，事实上，克里特宫殿文明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和公元前两千纪早期成型，并对后来埃及和黎凡特对希腊大陆的影响起着传播和过滤的作用。因此，在公元前两千纪迈锡尼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克里特的影响处于核心地位。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究克里特岛历史的最初阶段，那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悠长岁月，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2100年间。

在此我主要关心的是考古学。这并非因为我相信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任何内在的优越性，也并非因为考古学是探寻公元前两千纪（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爱琴海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唯一途径，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爱琴海地区。我以考古学作为关注的焦点，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考古学一直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方法，即使在历史时期或原史时代（proto-historical times）也是一样；第二，尽管我们可以从传说和语言的证据中获得极为有用的信息，但是它们通常很难具有年代上的精确性。比如说，如果所涉及的是公元前三千纪，那么这时的文献记录相对来说几近于无，通过考古学获得的信息是我们唯一能够将之与该时期联系到一起的证据。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看待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哪怕针对的是最古老的时期。因此，在这一章里，我试图对考古学展开讨论的语境既包括同时代文化提供的书面证据，也包括后来的传说、神话、宗教膜拜，有时也会涉及语言和专有名词。

除了这些语境上的问题之外，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也面临着固有的困难。我不想探讨考古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还是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这是个复杂的哲学问题。
(1)

 在此，我只想考虑它的实际运用或较低层次的理论，因为这影响到我们所关心的具体问题。一件物品的真实性通常是不用怀疑的，在正常的挖掘中，对于物品是在哪里、在哪个地层发现的，通常也不用怀疑。如今，通过对实物材料进行科学研究，我们就有可能探寻出它来自何处。有时，放射性碳测定和树木年轮学甚至可以告诉我们物品的绝对年代。放射性碳测定法就是测量物品中放射性碳的含量，因为放射性碳在有机体死亡后就会开始衰减；树木年轮学则是通过对树木年轮的计数分析来测定年代。然而另一方面，这一物品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所代表的又是什么，就只能任由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进行主观的诠释了。同样，考古学家在考察他们重点关注的建筑或工业和农业的遗痕时，给出的诠释也留有很大的余地，在他们追溯这些考古发现与其他地方的关系时尤其如此。简而言之，数据本身很少会提供确切的答案，它们所能做的至多是为考古学家确立起可以在其中进行推测的范围。


 “传播论者”和“孤立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在这个主要依靠推测的领域，潮流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第一卷里，我简要讨论了殖民主义和“传播论”之间的关系，传播论者认为“更高级的文化”通过征服和/或移民进行传播。
(2)

 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古代模式、雅利安模式和修正的古代模式都属于传播论。孤立主义相信各地区的创造性和主动权，也就是说相信本土的发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会将之称为“进化论”，尽管这种说法让人感到混乱。孤立主义被视为对传播论的有益回应，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考古学界的主流思想。

对于传播论的殖民主义特点，最鲜明的抨击就是杰出的努比亚考古学家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所写的一篇文章。不过，在柯林·伦弗鲁和其他孤立主义者的作品中，对传播论的批评也是突出的主题。
(3)

 他们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来反对传播论者对考古证据的诠释。亚当斯的陈述可被视为其中的典范，他在具有该领域核心地位的期刊《古代》（Antiquity
 ）上发表了文章《侵略、传播和进化》，在这篇文章末尾，他恳切地写道：

只要没有考古学提供的最终证据，每一种现有的解释就都必须在新发现出现时重新接受检验。令人不愉快的是，我们不论何时都不能忘记证据而接受诠释。所有的理论都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因此任何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理论建构都将显著地削减其可能性。然而只有切实的证据才可以显著削减潜在的可能性。只有切实的证据才能最终成为建构历史的砖石。
(4)



不过，不幸的是，在“诠释”和“切实的证据”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让人一目了然的界限。显然，考古学家从选择了他们的遗址的那一刻起，就必然带有某些特定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又会衍生出相应的观念，而这些业已形成的观念会影响这个考古学家的所有决定，包括在哪里挖掘，采取什么方法，在哪里停止，以及什么东西应该加以探查、清理、记录和保存。对于事物重要性的判断必然都是主观的，这不可避免。亚当斯的结论或许显得偏颇，但是，这篇文章是在批评传播论以及他眼中的传播论所带有的种族主义色彩，这与我在绪言中提到的麦克尼尔的文章一样。
(5)

 亚当斯和麦克尼尔等学者否定了所有建立在考古学或其他有关史前阶段的证据基础上的假设的有效性，其推论是倾向于本土进化论和孤立主义的。

站在我的立场上，我完全接受他们对于“证据”的批判，但是也相信，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地利用我们已拥有的一切，继续构建假说，同时不断地提醒自己，假说的根据不足，可能站不住脚。我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相信，首先，没有假说的研究只会造成无意义的混乱状态，第二，尽管假说不可能绝对“真实正确”，但它们或多或少具有启发作用，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对其进行编纂，并从不尽人意的假说中选出最好的。从第二点出发还可以得出两种推断：（1）禁止形成新的假说，必然会让旧的假说继续存在，旧的假说则通常建立在不那么可信赖的证据之上；（2）禁止形成新假说，这绝对有孤立主义的倾向，因为人们会错误地感到，需要证实的不是孤立而是关联。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我所采纳的就是被称为“修正的传播论者”的立场。也就是说，我相信，导致文化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外在的影响，可能是内在的发展，也有可能是二者复杂的共同作用。

在探讨人们对青铜时代（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1100年）爱琴海地区的态度时，我们不应忘记当前知识界的孤立主义氛围。粗略地说，考古学家直到最近还一直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在第一卷中已经勾勒出了其中之一，这个阵营包括那些本质上保守的学者，例如弗兰克·斯塔宾斯和已故的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他们受到古代模式残留思想的影响，认为希腊在青铜时代晚期开始时曾遭到埃及和黎凡特的入侵，具体时间是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但是他们也认为，这对希腊文化并没有带来显著的或长期持续的影响。另一派学者包括大多数地位已获承认的中年考古学家和古希腊史学家，例如约翰·宾特里夫（John Bintliff）和彼得·沃伦（Peter Warren）。他们接近系统的孤立主义者，并倾向于伦弗鲁的原地生成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后在希腊就没有出现过在文化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外来殖民。他们尤其坚决反对的观点是，爱琴海地区曾受到来自近东的侵略或出现过大规模殖民。
(6)

 实际上，伦弗鲁比雅利安模式的创始者更进一步，他不仅坚持认为希腊与近东地区没有重要的接触，而且认为前古希腊人同样纯净而未受干扰。

谈到这里，我们必须填补第一卷中留下的重要空白。我在第一卷中提出，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在这个世纪初曾占据统治地位。我也简要地审视了埃利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倡导的传播论观点，他认为曾有一个朝气蓬勃的亚洲民族将文化从埃及传播到了世界。
(7)

 不过我并没有提到一派更加温和也更有影响的考古学家，他们认为欧洲文化在根本上源自近东，因此他们被敌对者贴上了信奉“光从东方来”（ex oriente lux）的标签。

在这些“修正的传播论者”中有一位杰出的瑞典考古学家，名叫奥斯卡·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他有很多出色的追随者，尤其是在英国，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迈尔斯（John Myres）和著名的澳大利亚考古学理论家戈登·柴尔德。
(8)

 这些学者认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期间，爱琴海地区居民所使用的工艺技术即使不是绝大部分都来自近东，也有很多是从近东引进的。但是，如同我在第一卷中提到的，迈尔斯和柴尔德也完全相信雅利安人具有种族优越性，古代希腊人的文明则是最杰出的雅利安文明的典范。通过假定“前古希腊人”就像过滤器一样把雅利安希腊人和近东的影响因素隔离开来，人们回避了这些根本性信念背后的潜在矛盾。
(9)



我们曾在第一卷中讨论过，萨洛蒙·雷纳克（Salomon Reinach）等人反对修正的传播论。雷纳克反对把欧洲的所有发展都归结为有亚洲的渊源，抨击说这是东方幻影（mirage oriental）。20世纪初德国最有影响的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v Kossinna）认为，所有的优等种族——雅利安人、芬兰人和苏美尔人——最终都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地区，尽管次一等的种族在与优等种族融合的过程中能够获益，然而，只有在优等种族是纯正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才能出现最伟大的文明，而发生在德国北部的情况就是这样。
(10)

 伦弗鲁和沃伦绝对不是赞同这样的种族主义，但是他们的工作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在重提孤立主义或进化论的立场，来反对蒙特柳斯和柴尔德所主张的修正的传播论，并将未受污染的纯正性这一观念应用到爱琴海人身上。他们的观点也具有种族主义的意味，因为他们把欧洲文明视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而且认为欧洲文明完全是由讲印欧语的欧洲人独立创造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伦弗鲁的巨著《文明的出现：公元前三千纪的基克拉泽斯和爱琴海》（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书名本身就既非同寻常又惹人争议。不过矛盾的是，这本书的题献是：“为了纪念戈登·柴尔德”，而伦弗鲁一直在尽力反对柴尔德的观点。

公元前1450年左右，迈锡尼人似乎成了克里特的主导力量，在探讨公元前1450年前的克里特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孤立主义者和修正的传播论者的不休争战之中。不过，即使是修正的传播论者也倾向于认为，“弥诺斯”文明具有某种欧洲的“自由”和“活力”，而这些在近东文明中是缺少的。
(11)




 公元前21世纪以前的克里特

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3300年的新石器时代

根据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的说法，克里特不是在爱琴海地区，而是在希腊和非洲之间。
(12)

 如同现代的克里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基思·布兰尼根（Keith Branigan）所说，克里特“位于交流的路线上，沿着这些路线，来自两大洲伟大文明的艺术品和工艺到达了属于第三方的野蛮民族”
(13)

 。考古证据显示出，克里特主要受到了五个地区的影响：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埃及、利比亚，最后是基克拉泽斯和希腊。就像希腊大陆的情况一样，农业是从安纳托利亚传到克里特的，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八千纪或七千纪，对此似乎没有多少疑问。
(14)

 在之后那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中，本土的发展和外来的影响是并存的。美国考古学家索尔·温伯格（Saul Weinberg）论述说，人们发现的公元前五千纪克里特新石器时代晚期那种新的粗糙无光的陶器风格，是以同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奥贝德（Ubaid）器物为基础的。这可能具有语言学上的意义，就如我在第一卷绪言中尝试着提出的那样，奥贝德陶器在中东的流传可以与闪米特语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联系在一起。
(15)



克里特考古学的奠基人阿瑟·埃文斯爵士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地层发现的戴着利比亚式阴茎护套的人，体现了利比亚对克里特的影响。不过，英国考古学家辛克莱·胡德（Sinclair Hood）指出，“遮阴布”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就已经存在，因此这些阴茎护套有可能就来自埃及。这些护套后来能够在克里特留存下来，对此胡德给出了这样概括性的结论：“这种保守性是克里特弥诺斯文明诸多特点的关键核心，那些原本在近东其他地方普遍流行的信仰和习惯，经常会在这里产生长久的影响。”
(16)

 应用胡德的这种观念可以得出很多成果，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探究。

在阿瑟·埃文斯爵士之后，把埃及和爱琴海考古学的知识成果结合起来的彭德尔伯里与希腊考古学家亚历克西乌（S. Alexious）都注意到了利比亚对新石器时代克里特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许也体现在，有一类堆石界标后来发展成了克里特的穹隆顶或称蜂巢式墓葬（tholos）。
(17)

 在克诺索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很多埃及前王朝时期的石碗，还有一个权杖头，这体现了埃及的影响。
(18)

 不过，沃伦和伦弗鲁反对这种传播主义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克里特的这一类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品，或许是用弓形钻制造出来的，是本土发展的结果。
(19)

 不过，事实就是，同一时期的大量类似物品是在埃及制造的，而其中一些是在克里特发现的。这一事实本身虽然不能证明传播，但是的确可以作为论据支持阿瑟·埃文斯和其他考古学家的观点，使之更加令人信服。
(20)

 因此，我想说的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从最早的时代起，诸多不同的地中海文化就已经在克里特交汇了。

青铜时代早期大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在探究早期弥诺斯时期的克里特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青铜时代开始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整体状况。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从整体上看，弥诺斯早期文化的产生显然与公元前四千纪结束时埃及和亚洲西南地区突然出现的大规模文化发展存在联系。

在这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闪米特—苏美尔文化扩展到了叙利亚。
(21)

 对腓尼基城市毕布勒的挖掘显示，此时这里已经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
(22)

 公元前34世纪，第一王朝统一了埃及。显然，这些发展是以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基础的，并且继续发展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不过，这些大体上同时发生的转变，至少可以被激发传播（stimulus diffusion）清楚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本土的发展受到了外部活动的激发）。可以显示出这种联系的，不仅是该时代各地发展的相似性，而且还有地方风格的相似性，例如，在公元前四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与前王朝时期末期和第一王朝时期的埃及之间的相似性。

而且，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出，这一时期存在着贸易网络，将埃及和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和阿富汗联系到了一起。
(23)

 最早的法老墓葬不是在埃及发现的，而是在努比亚发现的，墓中的物品最远来自黎凡特海岸和苏丹西部的科尔多凡（Kordofan）高原。
(24)

 考古学的证据也有力地表明，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与西班牙之间此时存在着接触，在罗马尼亚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泥板。
(25)

 其实这并没有乍看起来那么令人惊奇，因为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出产铅、银和锡，这些金属对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广泛的用途。实际上，在乌尔（Ur）发现的四个属于公元前四千纪末期杰姆代特奈斯尔（Jemdet Nasr）期的杯子似乎就是用来自匈牙利的铅制成的。由铅同位素分析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铅同位素分析法是通过分析铀和钍的比例来判断含特定铅的物质的地质年代，因为放射性同位素是以固定的速度衰减的。这一分析过程不仅可以应用到铅上，而且可以应用到其他与铅结合的金属上，尤其是铜和银。
(26)



公元前3300年这一分界线标示的不仅是技术上的改变，而且也是地理上的变化。
(27)

 在新石器时代，在日后成为希腊的地区中，最富裕的是北方的马其顿和塞萨利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富饶平原。克里特和希腊南部的社区规模似乎较小，也不那么繁荣。由于这里的可耕地非常有限，而且降水量并不稳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惊讶。不过，在公元前三千纪之初，情况发生了逆转，爱琴海南部地区似乎出现了经济繁荣，北方却变成了落后地区。这一新情况的出现需要一个解释。

伦弗鲁论述说，这种经济扩张是引入新作物的结果，特别是引入了葡萄和橄榄，它们生长在岩石嶙峋的海岸和岛屿上，而不是生长在适合种植谷物的北方平原。
(28)

 不过近来，人们十分怀疑，在青铜时代葡萄和橄榄究竟是否得到了“商业化的”开发利用，甚至说，它们究竟是否存在（我们会在下面看到，语言学的证据在这方面是模糊不清的）？伦弗鲁的追随者现在并不侧重这些新作物的作用，他们倾向于强调，爱琴海南部地区航海技术的进步和贸易的发展，让那些由于降水不足无法种植庄稼的地区能够得到来自外部的物资供应。虽然他们把这种假想中的贸易局限在爱琴海地区，因此仍属伦弗鲁的思想流派，然而在他们描绘出的贸易景象中，规模虽小但充满活力的贸易城镇是贸易网的中心。
(29)

 但是，至少从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开始，这样的贸易网络在中东地区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在这种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即或不存在直接传播，可能也存在着激发传播。来自克里特岛的这一时期的物质证据也使之成为十分可能的情况。

在青铜时代早期/早期弥诺斯时期期间，存在于克里特狭小平原上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北部，陶器显示着新石器时代传统的延续和来自基克拉泽斯的影响。在岛屿的南部和东部，成为主流的是新的陶器风格，即圣奥努弗里奥斯（Agios Onouphrios）陶器，它后来甚至影响到了北部地区。有人认为这源自安纳托利亚，但是，布兰尼根在他的《宫殿时期克里特的基础》（Foundations of Palatial Crete
 ）中写道：

这种黄底红彩的传统，唯一合理的外部来源就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在公元前四千纪末期，该地区形成了与此十分相似的风格。这种装饰特点与弥诺斯的陶器非常类似，并且两者间还存在类似的器型。而且，在此之前的［巴勒斯坦］红铜时代的陶器与克里特的陶器也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人们所说的鸟形瓶。作者在此倾向于认为，圣奥努弗里奥斯陶器是在［克里特南部的］美沙瑞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或许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影响。在这方面还存在其他证据。
(30)



他所提到的“其他证据”是指在山洞中发现的集体墓葬或穹隆顶墓葬和头骨堆。正是这些证据，以及青铜业本身的引入，让他假定曾经发生过从巴勒斯坦经由叙利亚抵达克里特的迁徙活动。
(31)

 伦弗鲁无法驳倒布兰尼根的假说，因而不得不在反驳中退而要求证据。“在弥诺斯早期一段的地层中并没有什么能清楚地表明克里特与埃及或近东地区存在着接触。”
(32)



美国考古学家索尔·温伯格也曾论述说，公元前三千纪的克里特文化与稍早一些的巴勒斯坦迦苏勒（Ghassul）文化有太多的相似性。温伯格引用了“鸟形瓶、罐子底部的席纹痕迹、大酒杯的高脚底座、吊耳、黏土勺、陶器花纹的抛光打磨、奶酪罐、螺旋纹、石室墓中的屈肢葬、陶坛墓葬、盖瓶和雕刻装饰”
(33)

 。英国考古学家布兰尼根和胡德接受了这些相似性并对此进行了详尽论述。
(34)

 尽管伦弗鲁承认温伯格的理论“是有趣的”，但是他的整部书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戈登·柴尔德和他的思想继承者温伯格、布兰尼根等人宣扬的是“修正的传播论”，因此都是绝对错误的。
(35)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与从埃及和黎凡特进口物品有关的遗存。即使是在早期弥诺斯时期，克诺索斯也已经是相当大的殖民地，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地区和爱琴海的其他地区一样，都发现了埃及前王朝时期和古王国时期的石碗，以及本地和外国加工的象牙物品。
(36)

 但是，如同伦弗鲁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除了在克里特发现的埃及石碗以外，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公元前三千纪存在与外国的接触”
(37)

 。

不过，实际上，孤立主义者确实有其他问题。例如，在青铜时代早期的爱琴海地区开始出现并大量使用了制陶的转轮。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这是传播的结果。但是沃伦和伦弗鲁反对这一观点。伦弗鲁这样写道：

时代最早的快速陶轮发现于乌尔的乌鲁克（Uruk）时期，爱琴海地区当然没有什么与之同样古老。轮子使奇里乞亚（Cilicia）的陶器能够标示出传播路径上的中间一步，因为特洛伊II和［奇里乞亚的］塔尔苏斯（Tarsus）显然有某种接触。柴尔德的传播论可以在这方面得到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在快速陶轮出现之前爱琴海地区确实存在着使用转盘的可能性，如同沃伦所提出的，快速陶轮可能是爱琴海地区独立开发出来的。不论快速陶轮由何而来……
(38)



在我看来，伦弗鲁在此对柴尔德传播论假说的反对与在其他地方的一样，都是近乎勉强刻意的，丝毫不能削弱这位澳大利亚人的论证的可信度。不过，伦弗鲁的反对反映出，他非常希望把爱琴海地区与近东分隔开来。无论如何，不论是否接受温伯格和布兰尼根的方案细节，问题都是，难道克里特和爱琴海南部地区有可能不受到大范围的贸易的影响吗？如前所述，在克诺索斯出土了前王朝时期的石碗。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米洛斯岛（Melos）发现了广泛分布的黑曜石，这也让我们知道，在公元前3300年之前的多个千年里，这一地区已经出现了海外贸易。荷马声称，在铁器时代早期，从克里特航行到埃及，或许再从那里返航，都是平常的事。德国的埃及学家和古代国际关系专家黑尔克在谈到早期的黑曜石贸易时指出，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和公元前三千纪之间的年月里人们丧失了航海技巧。
(39)

 实际上，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爱琴海地区南部当时有比现在更好的良港，在公元前四千纪末，随着航海取得进步，该地区的社会深入地参与到了贸易之中。
(40)



孤立隔绝的状况是不可信的，其原因似乎并非来自证据本身——不管怎样，在这一理论形成的时候，能够确定黏土和金属的地质来源的新科技还没有应用到考古学之中。孤立主义观点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建构结果。伦弗鲁在《文明的出现》导言中写道：

很多人持有传播论的观点，认为爱琴海文明是从东方借来的，而我已经开始相信，这种观点是不充分的。它无法解释考古学记录中实际看到的现象。我们再也无法接受欧洲史前史学唯一一致的主题，即戈登·柴尔德所说的，“东方文明之光照亮了未开化的欧洲”……在爱琴海南部地区，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公元前三千纪］，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惊人的变化，包括农业、手工业技术、社会结构、艺术和宗教、贸易和人口。这些发展显然没有多少可以归因于东方的激发。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随后出现的弥诺斯—迈锡尼文明的基本特点得到了确立
 。（黑体由笔者标注）
(41)



同样明确的是，伦弗鲁接受了诸如宗教史学家和神话史学家马丁·尼尔松（Martin Nilsson）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弥诺斯—迈锡尼文明与古典时代的希腊之间有本质上的连续性。因此，希腊和欧洲文化的独立在整体上值得怀疑。蒙特柳斯、柴尔德和他们的追随者倾向于看重公元前2000年以后爱琴海文化出现的鲜明断裂，但是伦弗鲁和尼尔森一样，看到的是本质上的文化连续性。因此，对于伦弗鲁来说，要承认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近东地区对爱琴海地区造成了重要影响，就意味着要把这种影响置于整个希腊文明的中心。


在早期弥诺斯时期似乎也有来自近东地区的其他方面的借用。亚麻和亚麻布最早就是在这一时期从近东被带到爱琴海地区的。
(42)

 伦弗鲁认为，葡萄和葡萄酒的酿造似乎是在公元前三千纪被引入克里特的，但是最近一些学者对此表示了质疑。葡萄和葡萄酒看起来很像是从近东传入爱琴海地区的，语言学的证据或许可以支持这一说法。

根据传统观念，包含“葡萄”和“酒”两层含义的“wine”（葡萄酒）是个“语义游移不定的词语”（wandering word）。在没有或无意去表示原本的词源的情况下，这一并不确切的专业术语被用来描述存在于一些语言中的词语相似性。
(43)

 我们不仅可以在所有的印欧语中找到词语wine的根源：希腊语中的oinos，拉丁语中的vinum，亚美尼亚语（Armenian）中的gini和赫梯语中的wiyana——并且在闪米特语中也有wayn，在阿拉伯语中该词表示“黑葡萄”，在埃塞俄比亚语中有wǎyane，意思是“葡萄藤”（vine）。还有阿卡德语中的inu，乌加里特语中的yn和希伯来语中的yayîn，意思是“葡萄酒”。俄罗斯语言学家依力克·斯维迪克（Illič Svitič）和道格博斯基（A. B. Dolgopolskii）并不认为这一系列的词语是对诺斯托拉语系（Nostratic，包括亚非语和印欧语以及其他一些语系的超级语系）的简单继承，虽然他们都认为存在着诺斯托拉语系。他们认为这是从闪米特语借入到“原始印欧语系”（proto-Indo-European）中的，这里的原始印欧语系的意思就是本书中所指的原始印度—赫梯语系（proto-Indo-Hittite）。
(44)



不过，在考虑克里特的情况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B类线形文字中表示葡萄酒的词或许是wono，这个词有可能源自印度—赫梯语词根，但是在弥诺斯语中，按照A类线形文字的书写方式，这个词的表现形式是yane。
(45)

 这可能是由常用词根独立发展形成的，但是更有可能是来自西闪米特语的特殊形式，即将首字母w-变成了y-。大多数学者认为，西闪米特语从w-到y-的改变只是在公元前两千纪才开始。
(46)

 这倾向于支持那些更年轻的考古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在青铜时代开始时爱琴海地区就生长着野葡萄，但是直到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这一地区才开始出现人工栽培的葡萄藤。
(47)

 然而，语言学的证据并非完全明确，因为在西闪米特语的边缘语言亚摩利（Amorite）语中也发生了从w-到y-的改变，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在埃卜拉语（Eblaite）中也能找到这种改变的相应迹象，埃卜拉语是公元前三千纪的另一种西闪米特语。
(48)

 不论如何，词语yane是有可能在公元前三千纪被借用来指称野葡萄的，那么公元前两千纪黎凡特海岸讲闪米特语的人当然有可能使用这个词的形式。因此，如果在公元前两千纪，表示葡萄酒的词语是与人工栽培的葡萄藤一起被引入的，那么这个词的形式肯定就会是yane。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克里特的弥诺斯早期文化完全是近东的，更不是说，那些兴旺发展、本质上只是隶属乡村的居民生活在由大城市或城邦控制的社会里，就如同与之同时代的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海岸或埃及的情况一样。这里支持的立场完全就是戈登·柴尔德主张的“修正的传播论”，这种观点认为，很多文化因素都被介绍到当地文化之中并得到吸纳，从而在混合状态与多样性中产生了连贯性。


 青铜时代早期的克里特宗教

自从伦弗鲁和沃伦申明了他们反对“修正的传播论”的立场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考古遗存中呈现出的克里特的宗教观念。这种有趣的新研究显示出，这些观念与当时整个中东地区的观念非常相近，尤其是与埃及的观念非常相近。爱琴海考古学家露西·古迪逊博士曾从公元前三千纪的相关发现出发，在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与死亡和墓葬有关的极其多样的图像中寻找持续不变的特点。她以卓著的技巧展示出建筑上和艺术上对于女性子宫和阴毛的集中性的象征表现，以及其他能显示出死亡被视为等待复活的迹象。

此外，传统观点认为，弥诺斯的宗教原本基于对“地球母亲”女神的崇拜，古迪逊则坚决否定了这一观点，认为弥诺斯宗教是基于对太阳女神的崇拜。她的这种诠释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证据的支持，因此她感到惊讶，为什么其他学者，尤其是马丁·尼尔松，会看不出太阳在弥诺斯诸多图像中的核心作用，更不要说看不出太阳的阴性特征了。
(49)



古迪逊未能考虑到的是雅利安主义者的固有观念（idée fixe）。他们认为，雅利安的宗教是属于天空的，而古希腊之前的宗教应该是以大地或地下世界为基础的。希腊文化中属于天空的“奥利匹亚”和有关地下世界或大地的宗教特点之间切实存在着张力和区别，而这一观点一直与之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把这一观点应用到对“种族”问题的解释中，就是现代的事情了。在摩尼教中有关于精神和物质的范畴区分，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则将其挪为己用，而这一观点就属于这种挪用的一部分。这已经体现在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eric von Schlegel）的语言学中，根据施莱格尔的语言学观点，印欧语是“精神的”，而其他语言，特别是闪米特语，则是“动物性的”。
(50)

 认为雅利安人是精神性的，而其他低等的种族是物质性的，这一观点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非常盛行，并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
(51)

 这种区分首先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的古典文学中，是由瓦解了古代模式的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提出的。在他那部荒谬然而极具影响力的《多利安人》（The Dorian
 ）中，缪勒用主要篇幅来强调，优越的北方部族的宗教崇拜是阿波罗式的，属于天空和太阳。
(52)

 人们认为希腊的宗教崇拜混合了古希腊的天空神灵和爱琴海地区的地下精灵，这种观点尽管没有得到检验，但是直到最近还被视为权威。不过现在，研究希腊宗教的瑞士权威人士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非常有力地否定了奥利匹亚诸神与古希腊的入侵者之间的关联。他指出，如果有什么关联的话，那么与奥利匹亚诸神相比，希腊对地下世界的崇拜要更近似于其他印欧宗教。
(53)

 这种看法在无意中大大削弱了强调来自北方的征服的雅利安模式。

让我们回到古迪逊有关克里特的太阳崇拜的看法，她认为，这些特征中的一些是别具特色的和本土的，尤其是把太阳视为阴性的观念。
(54)

 然而她认为，其他特征对于爱琴海地区和埃及而言是共有的，比如认为太阳神乘着太阳船，白天穿过天空，夜晚在世界下方巡行，此外还有代表死亡和重生的植物图像。这两种主题都能在埃及宗教中找到非常近似的对应物。埃及宗教传说认为有很多神圣的树皮船与太阳神拉（Re）一起驶过天空。与此相似，奥西里斯被弟弟塞特害死后复活，以及奥西里斯之子荷鲁斯（Horus）的复仇与胜利，都与庄稼和其他植物的季节性死亡和复生紧密相连。
(55)



传说中埃及女神伊希斯和奈芙蒂斯曾哀悼兄弟/爱人奥西里斯之死，并把他被肢解的尸体重新拼到一起。古迪逊认为，在很多克里特墓葬附近发现的“跳舞的”地板都是举行纪念仪式的场所，仪式中也包括伊希斯和奈芙蒂斯的这种哀悼。她也认为，这对埃及姐妹可能也就是这一时期的印章上有时会表现出来的两名女性。
(56)



尽管克里特的甲虫膜拜出现在稍晚的时期，但古迪逊还是把克里特山上神殿供奉的甲虫与埃及的圣甲虫联系在了一起。甲虫把粪球滚上山被视为代表着太阳的周期。古迪逊提到了所发现的与之相关的弥诺斯式的甲虫雕饰，其表现为甲虫的背上驮着太阳。
(57)

 非常有可能的情况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圣甲虫兴起之前，存在着其他与埃及宗教中的“太阳”女神奈斯联系在一起的太阳甲虫。在下面的第二章和之后的第三卷里我们将讨论这种可能性。
(58)



露西·古迪逊的观察研究处于这样一种背景下：她与柯林·伦弗鲁、彼得·沃伦一样，都看到了克里特存在着相当可观的文化连续性，这种文化连续性从青铜时代早期持续到中期和晚期，甚至一直延续到了铁器时代早期。但是，伦弗鲁和沃伦认为，文化延续和发展都是孤立发生的，古迪逊则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看到了本土文化和中东地区之间持续不断的丰富互动。
(59)



瓦尔特·伯克特为这种互相影响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他追溯了宗教象征“双斧”从公元前四千纪上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尔帕契亚（Arpachiya）地区到公元前三千纪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东部的苏美尔和埃兰地区的发展轨迹。人们在特洛伊II也发现了属于三千纪上半期的双头斧膜拜。双头斧膜拜后来被与公牛膜拜联系在一起，但是与公牛膜拜不同的是，在早期弥诺斯时期的克里特也发现了双头斧膜拜。
(60)

 不过，离克里特更近的是双斧膜拜，这种膜拜在古王国时期的下埃及盛行，在上埃及也有很深的根基。
(61)

 我相信，这可以和非洲东北的敏神的“双箭石”象征物联系在一起，其重要性将在第四章中加以讨论。双斧一直被视为欧洲和安纳托利亚最典型的象征物之一，而现在我们知道，双斧在非洲和近东有更加可信的根源，并且这二者之间没有理由互相排斥。
(62)

 雅利安主义者评论说，“如果曾有某些神秘的东方观念帮助了克里特，它们也很快就被双斧劈削成了新的形状”
(63)

 。现在看来，这类说法不仅在言语腔调上令人不快，而且在细节上也经不起推敲。


 结论

因此，我们似乎有很好的理由拒绝伦弗鲁和沃伦的修正论，重新确定下面这一普遍的立场：克里特在青铜时代早期甚至比在新石器时代更多地接受了来自近东的，尤其是来自埃及的大量文化影响。采取这一立场的包括蒙特柳斯和柴尔德，还有温伯格、布兰尼根等人。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有力证据包括陶器的风格和形式、快速陶轮的引入、亚麻、亚麻布，或许还有葡萄栽培以及墓葬习俗和图像形象。

我们现在可以把早期弥诺斯时期的开始定在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在这个时期，埃及文明已经形成。
(64)

 也是在这一时期，叙利亚和黎凡特开始高度城市化。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埃及古王国的文明发展到了巅峰。到公元前三千纪末期，有证据表明，埃及人和努比亚人的贸易活动已经远至伊朗东部和阿富汗。
(65)

 与此相似，在公元前三千纪的上半叶，叙利亚和黎凡特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文明造就了极其复杂且范围广阔的贸易网络。一些考古学家尝试着提出，在早期弥诺斯时期伊始，人们曾经从巴勒斯坦迁徙到克里特。不论实情是否如此，在直接的和间接的考古证据的基础上，我们都完全有理由相信，弥诺斯早期文明从最初到后来的发展，一直都离不开近东和埃及的影响。

我们将在第四章里探究克里特宫殿在公元前三千纪终结时的发展状况。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近东，尤其是埃及，与希腊大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希腊中部主要省份波伊奥提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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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元前三千纪埃及对波伊奥提亚和伯罗奔尼撒的影响（第一部分）：膜拜、神话和传说中的证据

在这一章里我将讨论的是，在波伊奥提亚和埃及流传的以灌溉和排水为主题的神话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似性和联系。这些相似性和联系极其复杂。我将尝试着理清有关波伊奥提亚的一些神话和传说，以及在希腊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地区的阿卡狄亚——发现的与之非常近似的神话和传说。体现出这些相似性的不仅仅是相似的地名，还有大量有关排水方案的切实证据，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排水方案受到了埃及水利工程的启发。在波伊奥提亚和伯罗奔尼撒地区都发现了相关证据，对此我们将在第三章里详细讨论。

宗教膜拜、神话、地名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叠加在一起，无不向人们有力地表明，在青铜时代，波伊奥提亚和希腊其他地区都受到了埃及和黎凡特的巨大影响。同样极有可能的是，这些影响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克里特则是接近早期弥诺斯时期的陶器时期）。不过，尽管埃及或许对某些爱琴海城邦具有某种形式的主导权，但是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出上述影响是埃及殖民的结果。因此，尽管在青铜时代早期（大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和青铜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200年），近东与爱琴海地区的情况存在很多相似性，但是只有在后一时期，我们才能确切地认定存在着埃及对爱琴海地区的直接主导权。

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os）、普林尼（Pliny）和普鲁塔克等人经常描绘尼罗河两岸和科帕伊斯湖沿岸地区之间的相似性。他们注意到这两个地区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浮岛、水生植物、椰枣树和亚麻布的制作。
(1)

 越来越多的证据让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承认：农业人口的移居或埃及的征服“看起来并不是毫无根据”。
(2)

 不过接着他就自然而然地开始说明这些根据，并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具有欺骗性的表象。
(3)

 然而，缪勒也知道，不仅是两片沼泽之间在地理上的相似性把埃及和科帕伊斯盆地联系起来，神话和传说的纽带也把埃及的湖泊和尼罗河地区与科帕伊斯湖沿岸和波伊奥提亚的底比斯城有力地连结在一起。下面我们将讨论一些词语的埃及词源学证据，包括底比斯、科帕伊斯、基菲索斯这些地名，以及米尼安人（Minyan）、拉庇泰人（Lapith）这些民族的名字。
(4)

 波伊奥提亚的很多神话中都有埃及和西闪米特的特征，例如有关俄狄浦斯（Oedipus）和斯芬克斯的神话传说，这些将在第四卷中进行讨论。我在这里只想谈一些体现出了埃及影响的宗教膜拜、神话和名称上的证据。我希望这可以为第三章建立起一种语境，因为在第三章中我要讨论的是，从公元前三千纪起科帕伊斯湖地区有关埃及殖民的考古证据。


 塞墨勒和阿尔克墨涅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阿尔克墨涅的传说。阿尔克墨涅是居住在底比斯的公主，被宙斯诱奸后生下了赫拉克勒斯。对阿尔克墨涅的膜拜在科帕伊斯湖地区极为重要。宙斯的两个儿子狄俄尼索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具有极密切的关联，他们的母亲都与底比斯有深厚渊源。下面这段话可以作为这种联系的证据，在这段出自《伊利亚特》的引文中，宙斯这样回忆曾经的情人：

也不是声名远扬的腓尼克斯（Phoinix）的女儿，她为我生下了弥诺斯和神一样的拉达曼提斯，也不是塞墨勒（Semelē）或底比斯的阿尔克墨涅，阿尔克墨涅生下了勇敢的赫拉克勒斯，塞墨勒生下了狄俄尼索斯。
(5)



这样的说法，不仅把赫拉克勒斯和狄俄尼索斯这两个神祇与传说中底比斯的腓尼基创建者卡德摩斯通过他妹妹欧罗巴（声名远扬的腓尼克斯的女儿）联系到了一起，而且还把欧罗巴与塞墨勒和阿尔克墨涅归到了一类。
(6)

 我在第一卷里提到过，宙斯的恋人艾奥（Iō）的名字源于埃及表示“奶牛”（cow）的词语。
(7)

 根据神话，塞墨勒是卡德摩斯的女儿，她也受到了宙斯的诱奸并生下了狄俄尼索斯。她的名字看起来也有相似的埃及渊源。不过人们也提出了其他可能。一种令人半信半疑的说法是，Semelē（塞墨勒）源于弗里吉亚语（Phrygian）中表示“天空”（sky）的词语，另一种说法是，这个名字源自表示“月亮”的希腊词语selenē。
(8)

 闪米特学家迈克尔·阿斯特（Michael Astour）提出，这个名字源于西闪米特神灵Ṣml［老鹰神（The Eagles）的母亲］，这种说法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Ṣml和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在乌加里特的对应形象是Baґ
 al，而有关狄俄尼索斯的降生和肢解的一些版本的故事，确实与有关Baґ
 al的一些神话相似，这两者之间的确有共同的特征。
(9)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西闪米特语在此产生了影响。

不过，Semelē一词最有可能的根本渊源似乎是来自埃及语的smзt（野生的母牛）。与仍然居住在尼罗河谷的西鲁克人（Silluk）和努尔人（Nuer）一样，埃及人是放牧民族，对他们来说，奶牛是衡量财富和美丽的标准。埃及人用词语smзt和smз(y)t表示“王的配偶”的含义，从中就可以看出埃及人的文化渊源。
(10)

 古希腊人认为宙斯是上埃及公羊神阿蒙在希腊的对应者，考虑到阿蒙和宙斯的神圣归属，那么把smз(y)t和塞墨勒配到一起似乎也是非常适合的。

应该指出，宙斯和阿蒙的关联在波伊奥提亚得到了格外成功的确立。公元2世纪的希腊旅行作家帕萨尼亚斯提到，底比斯有座阿蒙神殿，里面的雕像是公元前5世纪当地诗人品达（Pindar）敬奉的。
(11)

 品达写过一首赞美诗，其中有一行就是“奥林波斯（Olympos）的阿蒙国王”。
(12)



阿尔克墨涅主要的埃及词源使其地位低于塞墨勒。动词rḫ的意思是“知道”，具有圣经的或感官的意义。Rḫ ἰmn这个名字已经得到了确证，rḫ nsw和rḫt nsw（与国王相识的男性和女性）也是一样。
(13)

 因此，尽管一些希腊人名可以与普通的希腊人名要素Alki-（保护者）联系起来，例如与底比斯有联系的阿尔戈斯英雄Alkmaiōn（阿尔克迈翁）和公元前7世纪多立克（Doric）的诗人Alkma(o)n（阿尔克曼），但是它们也很有可能源自*Rḫ ἰmn。宙斯情人阿尔克墨涅的名字似乎是来自*Rḫt ἰmn。词语中间的t在埃及语中是不稳定的，在希腊人转录埃及人名时经常会被省掉，比如来自˃
 Imn ḥtp的Amenōphis的情况。我们知道，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
 Imn的发音如同˃Amāna；我们也知道，埃及语中开头的两个或三个辅音群总是产生词首添音的元音，而不加重音的元音会被缩短。
(14)

 因此，来自埃及的借词*aRḫe
 māna很容易就会作为*Alkmāna被希腊语接受，然后在爱奥尼亚语（Ionian）中就变成了Alkmēnē。名字*Rḫt ἰmn/Alkmēnē似乎完全适合作为阿蒙/宙斯的配偶的名字。

阿尔克墨涅的名字很有可能来自埃及，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应该简要考虑一下她的背景中有哪些埃及因素。我们在上文中提到了她与宙斯/阿蒙的联系，下面也要讨论阿尔克墨涅之子赫拉克勒斯在本质上具有的埃及特点，除此之外，希罗多德还认为，阿尔克墨涅和她的一任丈夫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都是埃及人。
(15)

 阿尔克墨涅的另一任丈夫拉达曼提斯也具有埃及人的特点，对此我们将在第四章里进行讨论。在这里我只想说，作为阿尔克墨涅的丈夫，也就是赫拉克勒斯的继父，拉达曼提斯应该教会了赫拉克勒斯怎样使用弓箭。
(16)

 这很耐人寻味，因为在埃及神话中鹰/牛神是箭术的守护神，而鹰/牛神是拉达曼提斯的埃及原型，对此我们也将在第四章中进行论述。


 雅典娜和波伊奥提亚的雅典：对雅典娜·埃托尼亚和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的膜拜

在科帕伊斯湖南岸的哈里阿特斯（Haliartos）有一座阿尔克墨涅的墓葬，第三章将会讨论到古代对这座墓葬的挖掘。距离这座墓葬不远的另一座墓葬被认为是拉达曼提斯的。创建雅典的英雄凯克洛普斯的神殿也离阿尔克墨涅的墓葬不远。实际上，在这一地区还有其他很多“雅典的”痕迹。这里有雅典娜神殿，据信还有两座后来被科帕伊斯湖淹没了的城市，一座名为雅典（Athenai），一座名为依洛西斯（Eleusis）。斯特拉博认为，它们与阿提卡地区具有同样名称的城市一样，都是由凯克洛普斯创建的。
(17)

 这位凯克洛普斯是雅典的创建者吗？抑或只是后来的雅典国王潘狄翁（Pandion）的儿子？对此人们仍有争议。尽管如此，在哈里阿特斯这个地方本身存在着对凯克洛普斯的英雄膜拜。
(18)



当代研究波伊奥提亚的专家J. M.福西（J. M. Fossey）和A.沙克特（A. Schachter）在论述中支持了彼此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哈里阿特斯以西的地区，“雅典娜主题”的形成时间更晚，具体而言是在公元前171年到公元前121年雅典人统治这一地区时。
(19)

 实际上，福西不这么极端，他承认，或许存在着“真正的本土传统和人为的雅典传统之间的汇合……”
(20)

 。不过，即使是沙克特也承认，对雅典娜·埃托尼亚（Athena Itōnia）和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Athena Alalkomena）的本土膜拜是“时代相当久远的遗存”。
(21)



波伊奥提亚的膜拜中心是雅典娜·埃托尼亚神殿，位于哈里阿特斯以西10公里的克罗尼亚（Korōneia），在希腊的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年—公元前500年）和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25年）显然曾经非常活跃。雅典娜·埃托尼亚神殿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由那些波伊奥提亚人建立的。在特洛伊战争（大约公元前1210年）之后，波伊奥提亚人征服了该国，于是人们就以波伊奥提亚来为这个地方命名。帕萨尼亚斯记录说，埃托诺斯（Itōnos）是波伊奥托斯（Boiotos）的父亲，后者是波伊奥提亚这个名字的来源，而埃托诺斯也可作为人名或地名的来源。在古典时代和希腊化的时代，对好战的雅典娜·埃托尼亚的膜拜在塞萨利一直处于核心地位，斯特拉博认为，征服者波伊奥提亚人把这种膜拜从他们在塞萨利的家乡带到了科帕伊斯湖沿岸地区，这种说法似乎是可信的。
(22)



那么Itōnia这个名字来自哪里呢？看起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来自埃及语的˃
 Itn.t（象征太阳神的翼轮的阴性形式）。第一章中已经讨论了在克里特的有关该象征形象和概念的古代遗物。古人认为奈斯是埃及的雅典娜，但唯一能证明˃
 Itn.t代表奈斯的证据来自公元2世纪。因此，这可能是由希腊的影响造成的，并不是真正的埃及传统。不过，至少从埃及第十八王朝开始，奈斯就开始出现在太阳船上并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以太阳神拉的眼睛和神蛇为象征，也就是表现为眼镜蛇盘绕着翼轮的形象。
(23)

 奈斯与一种鞘翅目甲虫的联系出现得甚至比这还要早，这种甲虫形象的出现似乎早于圣甲虫，它可能是会发光的，因此同圣甲虫相似，都具有代表太阳的作用。
(24)

 奈斯与太阳最紧密的联系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的古王国时期。而且，来自克里特的证据显示出，在早期弥诺斯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太阳甲虫的形象。
(25)

 希腊后来的证据也能够反映出极其古老的埃及传统。

第三卷将会谈到，在公元前两千纪的爱琴海地区也有证据可以表明雅典娜与翼轮和蛇的联系，蛇发女妖戈耳工（Gorgon）的脸就体现出了这种联系，而这位女神几乎总是带着盾牌或胸甲。女神性格中这凶猛的一面非常符合雅典娜·埃托尼亚的斗士本性。

显示出人物主要特性的Itōnia一词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来源。斯特拉博曾描述过，考内拉（Korōnela）的雅典娜·埃托尼亚膜拜具有塞萨利渊源，他也强调过，河流名称Kuralios（库拉里奥斯）或Kōralios（考拉里奥斯）和Korōnela之间存在着谐音双关。这条河流据信是从两道泉水中流出的，如同从女神的双乳涌出，它在宗教膜拜中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26)



这又引出了Itōnia的另一种可能的词源。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的斯特凡诺斯（Stephanos of Byzantion）写道，克里特城市伊塔诺斯（Itanos）的名字源于腓尼克斯［（Phoinix）腓尼基的词源］的一个儿子。F. C.莫费斯（F. C. Movers）和维克托·贝拉尔（Victor Bérard）认为这标示着闪米特的影响，沿着这一思路，他们发现在希伯来词语˃
 ētån或˃
 êtån（永久的，一直流动的）中存在Itōnia的词源。
(27)

 此后，Itōnia这个名字被证实在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中分别被表示为Itano和Utano。变体Itan-和Itōn-则可以由这一事实解释：在希腊语和其他语言中，闪米特语的å被写成ō和写成a的概率似乎是一样的。例如，在希腊语中被称为Kōthōn的迦太基小型内港，其名字来自已经消失的迦南语中的qåṭån或qåṭon（小）。
(28)

 考虑到这条流过埃托尼亚的河流具有明确的膜拜意义上的重要性，那么这个名字的出现在时间上就很可能先于波伊奥提亚人的到来，并且为那里膜拜的开始提供了理由。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波伊奥提亚很有可能真的生活着西闪米特人，这显示出，Itōnia这个名字可能是闪米特语。不过，Itanos/Itōnos在爱琴海地区的频繁使用似乎意味着，这一地名在当地语言中具有独立的力量。

学者们通常认为，对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的膜拜甚至要比对雅典娜·埃托尼亚的膜拜出现得更早。我们将会看到，一些争论把这两种膜拜联系到了一起。荷马提到了“阿拉尔克墨涅（Alalkomene）的雅典娜”。
(29)

 至于我们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久远的年代，沙克特给出了其他理由：实际上这种膜拜在古代也被认为是十分古老的；关于史前时期有不少吸引人的传说；该地区距离膜拜雅典娜·埃托尼亚的地区实在太近了，只有3公里远。阿拉尔科摩尼奥斯（Alalkomenios）这个名称被用来表示波伊奥提亚纪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份，为了让阳历与阴历相协调，这个月份有时会在一年里出现两次，这也证实了它与雅典娜的古老的早期联系。
(30)

 人们通常认为，历法保存了古代的命名方法。

奥吉格斯、噩和歌革

对于这种膜拜，人们相对来说所知甚少。有个故事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其中阿拉尔克墨纳，或称阿尔克墨纳（Alkomena），是传说中波伊奥提亚最早的统治者奥吉格斯（Ōgygos）的三个女儿之一。
(31)

 帕萨尼亚斯也记录道，奥吉格斯还是依洛西斯的父亲——在阿提卡地区。
(32)

 奥杰吉厄（Ōgygia）是《奥德赛》（Odyssey）中位于卡吕普索（Kalypso）的遥远岛屿的名字。这个名称具有与岛屿、波伊奥提亚和阿提卡相关的含义，把这些含义联系到一起的则是这样的理念：所有的一切都来自最初的大洪水。德国古代史学家爱德华·迈尔把奥吉格斯与科帕伊斯湖水的泛滥有意联系到了一起。
(33)

 奥吉格斯与波伊奥提亚和阿提卡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令人困惑，但是，如果考虑到科帕伊斯湖与湖泊西岸被淹没的城市雅典和依洛西斯，这种联系当然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在埃斯库罗斯（Aischylos）的《波斯人》（The Persians
 ）中有一段话包含了“古代”与“沼泽”的双重含义，这种双重含义所指向的不仅是波伊奥提亚，也是埃及的底比斯。
(34)



Ōgygos或Ōgygēs（奥吉格斯）与Ōgygia（奥杰吉厄）最清晰的词源来自西闪米特语。Ōgygia一词和Ōkeanos（俄刻阿诺斯，表示海洋或世界边界）一词最普通然而绝非最为普遍接受的来源，是闪米特语词根√˂
 wg（画个圆圈）。
(35)

 这些有关海洋的含义和与环绕世界的山脉的联系，也体现在西闪米特的神话人物巴珊王噩（˂
 Ȏg of Bashan）身上。噩与奥吉格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圣经》中，他被视为最后一个利乏音人（Rephaim），利乏音人是一个土著巨人部族，与丧葬仪式和死者的灵魂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又与地下世界的泥浆联系在一起。
(36)

 与这些特征相反的是，利乏音人也与治疗和蛇联系在一起，在希腊和黎凡特，这些又都与药物相关联。另外他们也与生命、重生和多产相关联。
(37)



在一篇乌加里特的文本中，利乏音人或Rpim被称为qdmym（东方的或古老的），这个词根也是底比斯的创建者Kadmos（卡德摩斯）的名字的来源。
(38)

 据《圣经》文本《申命记》记载，利乏音人曾经居住在迦南地区，巴珊王噩是幸存下来的最后一名利乏音人。
(39)

 因此，作为最古老的居民，他的地位与波伊奥提亚的奥吉格斯相似。通常认为，巴珊位于摩押（Moab）以北，今天的约旦北部。
(40)

 不过，与这个经常缺水的地区不同，巴珊也与肥沃多产和肥美的牛羊联系在一起。从这方面看，巴珊可以与波伊奥提亚富饶的湿地牧场相比拟。

噩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前大洪水时代的生物。犹太人的《圣经》注释《米德拉什》于公元5世纪和6世纪写就于巴比伦，根据这一注释，噩坐在挪亚方舟顶层，从大洪水中幸存了下来。
(41)

 阿斯特并没有把奥吉格斯与噩联系到一起。他认为，与奥吉格斯对应的是诺亚，其美索不达米亚对应者是Ut-Napištim，希腊对应者则是丢卡利翁（Deukalion）。
(42)

 名字Noah（诺亚）的正确拼写应该是Noaḥ，传统上认为是来自闪米特语词根√nwḥ（休息，定居）。尽管最后的字母是ḥ，但它很可能受到了埃及词语nwy（水，洪水）的影响。这可以解释一些特殊现象，例如在《以赛亚书》（Isaiah）中出现的术语mê noaḥ（洪水），又如《七十士译本》中把Noaḥ译成Nōe。
(43)

 因此，在某些方面，Noaḥ这个词就代表着
 与诺亚联系在一起的洪水。奥吉格斯和噩也具有同样的双重作用或模糊性。在这种联系中，我们需要指出，在后来的埃及语中，wgз是“一种类型的水或洪水”。
(44)

 地名Wg(з)也可作为水体的名称，是“大运河或尼罗河水道”，位于上埃及第三省（或区）的艾斯纳城（Esna）。
(45)

 艾斯纳是上埃及的奈斯膜拜中心。与艾斯纳联系在一起的是位于阿尔戈斯地区（Argolid）的特罗森（Troezen）的雅典娜圣城，二者之间的联系将会在第三卷中加以讨论。这里要指出的只是，Wg(з)与水以及雅典娜的埃及对应者奈斯之间具有关联，因为这种关联非常有趣。

然而，要以此作为˂
 Ȏg和Ōgygos的最早词源，还存在一些困难。就第一种情况而言，闪米特名字中开头的ґ
 ayin确实会造成障碍。不过在埃及语中，w和ґ
 之间有密切联系，因此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在第二种情况下，Ōgygos源自Wg(з)，这里的问题是第二个g，因为在埃及文本中没有证据显示存在这个字母。

不过，在西闪米特语中有这种迹象。首先是《圣经》中提到的巨人歌革（Gôg）。歌革的兄弟是玛各（Magôg），他们被认为是雅弗（Japhet）的儿子，生活在遥远的北方。因此歌革似乎与噩不同，尽管“巴珊的公牛和水牛”按照预言是要在歌革的葬礼上被吃掉的。
(46)

 还有一种可能是，Gôg只是西闪米特语中表示“巨人”的词语，词根√gg在阿卡德语、乌加里特语和迦南语中被证实普遍具有“屋顶、顶层或顶部”的含义。在阿姆哈拉语（Amharic）中，gəgg意味着“挤到另一颗牙下面的牙齿”。这种强调高度的常用含义，还有Gôg和Magôg这种称谓，都增加了上述可能性。不论如何，希腊语的gigas（巨人）无疑不具有尤利乌斯·波科尔尼（Julius Pokorny）或皮埃尔·尚特莱纳（Pierre Chantraine）等受人尊敬的词汇学家认为有必要重复的印欧语词源。不论gigas是否来自闪米特语，Ōgygos中出现了两次的字母g似乎都有可能是受到了希腊词语的影响。

阿斯特认为，Ōgygos来自闪米特语词根√˃
 gg（燃烧，火焰）。他将之与一种影响深远的传统联系起来，那就是，洪水总是与火相伴。一个例子就是，希腊洪水中幸存下来的英雄丢卡利翁的妻子名叫皮拉（Pyrrha，意味着火）。
(47)

 在第七章里我会讲到，火山喷发事件是这种传统的历史基础，尤其是公元前1628年锡拉火山的大规模喷发。根据犹太法典《塔木德》中保留下来的犹太传说，差点吞没了巴珊王噩的洪水与大火一起到来，倘若没有巨人的神力，他肯定会被火烤死。
(48)



简言之，尽管西闪米特语的˂
 Ȏg不太可能来自埃及语中表示洪水的Wgз，并且我们也无法确定希腊语的gigas是否来自闪米特语的√gg，但是对应词之间构成了牢固的网络，使得Ōgygos或Ōgygēs与˂
 Ȏg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大有可能。不论情况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奥吉格斯是波伊奥提亚的希腊大陆特征的代表人物，他与近东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阿拉尔克墨涅

现在我要回头讨论奥吉格斯的女儿阿拉尔克墨纳（或称为阿尔克墨纳）。据说阿拉尔克墨涅是奥德修斯（Odysseus）的出生地，不过在英雄奥德修斯的家乡伊萨卡岛（Ithaca）另有一个名叫阿拉尔克墨涅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很有可能是被混淆了。
(49)

 更重要的是，存在这样的传说，名字被用于地名的阿拉尔克墨涅斯（Alalkomeneus）在位于阿拉尔克墨涅和克罗尼亚低处的特里同河（Tritōn）的岸边养育了雅典娜。

在另一种传统记述中，雅典娜是在利比亚的特里同河边被养育的。
(50)

 希罗多德将特里同的位置与雅典娜在“利比亚”的位置联系起来，认为那似乎是在现代突尼斯的南部。
(51)

 其他古代作家则把特里同河的位置定在北非和西非的不同地区，但是它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与沼泽有关。
(52)

 博学的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员，在他的史诗《阿尔戈英雄纪》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叙述，声称特里同河是尼罗河的古代名字。我们将在第六章里讨论这部史诗。除了认为Tritōn这个名字取自波塞冬的一个儿子以外，我们找不到这个名字让人满意的词源，尽管人们模糊地认为它与希腊语的tritos（第三）相关。但是，我相信，希腊词根trito-常常是与埃及语中的tryt-混淆的，后者是由动词tr（尊敬）转化来的名词，经常用来指代国王和神灵。阿道夫·埃尔曼（Adolf Erman）和赫尔曼·格拉鲍（Hermann Grapow）是《图书古埃及文词典》（Wörterbuch der Aegyptischen Sprache
 ）的主编，他们认为tr源自twr（尊敬）。不过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净化，使纯净”。《白日前往之书》（Book of Going Forth by Day
 ）是有关对灵魂的指引的，这本书更为人所知的书名是《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
 ），后者更加符合公元前19世纪埃及的形象。这是得到了最多证实的埃及文本之一，其时代可以追溯到第十八王朝甚至是公元前17世纪的第十七王朝。在其中，[image: ]
 Twr是天堂或有福之地的众多河流之一，那里谷物遍地，农业繁荣。
(53)

 Tritōn的这一词源解释远远无法让人满意，但是，一方面是雅典娜和雅典娜的埃及对应者奈斯，一方面是人们在尼罗河以及其他河流湖泊沿岸地区排干沼泽创造出的富饶的土地，当我们在讨论这两方面的关联时，应该把这一词源牢记在心。

是否应该将阿拉尔克墨涅的雅典娜膜拜与埃托尼亚的雅典娜膜拜以及阿尔克墨涅的墓葬联系到一起呢？埃托尼亚的雅典娜膜拜中心在阿拉尔克墨涅以西3公里，而阿尔克墨涅的墓葬大约在此地以东3公里。沙克特曾经令人信服地论述过相邻地区对雅典娜的种种膜拜之间所存在的根本联系。他甚至尝试着提出，或许是为了躲避洪水的威胁，对雅典娜·埃托尼亚的膜拜从原始地点向西迁移，到达了阿拉尔克墨涅翁（Alalkomeneion）这个地方。
(54)

 我们倒不必为了接受他的基本观点而绕远路，因为在这方面沙克特确实得到了古代权威证据的支持。这一证据就是：4世纪的非洲裔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提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诗人巴库利德斯（Bakchylides），后者曾说过，埃托尼亚与阿拉尔克墨涅的雅典娜所指的是一回事。
(55)



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类比，那么在埃托尼亚的雅典娜膜拜中存在的有趣特点，似乎也同样出现在阿拉尔克墨涅的雅典娜膜拜中。比如说，后者显然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起就与一种蛇形的怪物联系在一起。
(56)

 沙克特相信，波伊奥提亚浅腹盆（lekane）上画的蛇是大地上的或“地下的”宙斯，因为在哈里阿特斯雅典娜·埃托尼亚是与宙斯成对出现的。
(57)

 关于地下的或蛇一样的宙斯，有一些线索可循，而对于这一希腊神灵的图像，还有两种可能的埃及解释。一种解释来自奈斯与竖起身子的眼镜蛇之间的关联，法老在仪式上会佩戴这种神蛇的头饰，它同时也是诸位女神的标志或象征。不过，这一来自克罗内（Korōne）的生物与另一件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波伊奥提亚花瓶上的图案相似，此外，在小亚细亚海岸普里埃内（Priene）发现的雅典娜图像中，也有一条盘绕在女神面前的蛇，这些形象似乎都更有可能代表着奈斯的儿子和她自古王国时代以来最常出现的配偶：鳄鱼神索贝克（Sobek）。
(58)

 索贝克是洪水之神与河岸之神，尤其还是沼泽湖泊法尤姆（Fayum）之神，而法尤姆地区是与尼罗河谷相连的广阔的低洼绿洲。因此，这样的膜拜出现在科帕伊斯湖沿岸的沼泽地区也是再恰当不过的。我会在这一章后面的内容里探讨阿尔克墨涅和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之间的关联。不过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奈斯在另一方面的特点。


 奈斯：水域的控制者

在第三卷中，我将会讨论到奈斯与雅典娜之间，以及奈斯的圣城赛斯或Ḥt Nt与雅典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位埃及女神的一个特点，以更深入地了解和领悟科帕伊斯湖沿岸地区的雅典娜膜拜。

奈斯具有多种角色，包括勇士、织布者、上层大气或以太之神。不过，奈斯最重要的特点是，她是牛神，是有创造力的母牛зhзt Ahet，与表示大洪水或沼泽、原始之水的Mḥt Wrt联系在一起。能够详细证明这一方面的，只有公元前一千纪塞易斯（Saite）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时期的文本。不过，在古王国时代晚期（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500年）的金字塔上刻有“金字塔铭文”（Pyramid Texts），其内容在很多个世纪以前就已写好，在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750年）则有“棺文”（Coffin Texts），从这些文本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观念的历史相当久远。
(59)

 在第一王朝时期，位于西三角洲沼泽地带的赛斯就已经存在着对奈斯的崇拜，不过实际上这种崇拜的历史也可能更为久远。
(60)



金字塔铭文描述了奈斯的主要特点之一：“奈斯来到她位于Mḥt Wrt［大沼泽］边缘的湖泊……在水天交接处，奈斯把两岸的草变绿。”
(61)

 在《白日前往之书》的各种新王国版本中可以看到，奈斯是与河岸、岛屿联系在一起的。
(62)

 后来的文本也特别描绘了奈斯是如何“把岛屿同河岸分开”，从水中创造出陆地的。在古王国时期，奈斯是“开辟道路”的女神。这显然意味着她会引领宗教和葬礼仪式，通常是乘坐着水中的树皮船。Wp(ἰ)也意味着“打开”水道。
(63)

 因此，她是开拓航道并制服蛮荒沼泽的女神。


 奈斯与塞特之战，雅典娜与波塞冬之战

带来滋养的洪水、开凿运河、实施灌溉、拓垦土地，奈斯的这些神灵角色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去理解雅典娜的诸多神话特点，而这些特点之前一直令现代学者感到无法解释。比如说，希腊女神雅典娜在雅典和特罗森等地与波塞冬的战斗，就与发生在奈斯和塞特以及邪恶大蛇阿波比（Apopi）之间的战斗相似，并且塞特还是与波塞冬相对应的埃及神灵。
(64)

 刘易斯·法内尔（Lewis Farnell）是20世纪初在希腊宗教研究领域具有领导地位的正统学者，他在解释这一冲突时写道：

在希腊宗教中，帕拉斯［雅典娜］与波塞冬之间的任何联系都不能指向最原始的特点之间的密切关联。在膜拜并列存在的地方，例如位于克罗努斯（Colonus）的雅典卫城阿克罗波利斯（Acropolis），可能还有索尼昂（Sunium）、特罗森、斯巴达、［阿卡狄亚的］阿西亚（Asea），或许还有科林斯（Corinth），我们可以猜测，两种最初经常相互冲突的膜拜在上述的一些地方最终达成了妥协。有人说，雅典娜和波塞冬在阿提卡岛的争斗是物质变化的象征，暗指的是海水侵蚀陆地或从陆地退去，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并不正确。可以与之类比的是赫利俄斯（Helios）和波塞冬在科林斯的对决，对此物质层面的解释甚至更加自然也更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解释是错误的。首先，两大神灵争夺的领地是科林斯卫城（Acrocorinthos），在希腊历史上，这一海拔的地区还从未遭受过洪水的侵袭或海水上涨的威胁。其次，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科林斯曾经普遍存在着非常古老的赫利俄斯膜拜，后来，在对波塞冬的爱奥尼亚式的膜拜出现之后，对赫利俄斯的膜拜就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了。毫无疑问，科林斯地区崇拜波塞冬是有实质性的原因的。但是，在科林斯的传说中谈到了赫利俄斯与波塞冬之间的争斗，在德尔斐（Delphi）的传说中谈到了阿波罗和皮同（Python）之间的冲突，以及阿波罗与赫拉克勒斯对三足神鼎的争夺，在阿提卡的传说中谈到了波塞冬和雅典娜之间的竞争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神灵争斗。这些传说的内核或许都是同样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同崇拜之间的冲突，一种是当地土著居民从很早前就开始并且极为珍视的，另一种是后来被新的定居者引入的。雅典娜是阿提卡地区的较古老的女神，波塞冬则是爱奥尼亚人的伟大神灵。阿克罗波利斯的这两个神灵之间的友谊与冲突，或许就是古老的阿提卡与爱奥尼亚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冲突与结合的宗教反映。
(65)



这一段话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法内尔将一切简化为一种“种族的”或“种族原则”的问题。这种做法始于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在19世纪的古代史学家中间颇受欢迎。
(66)

 自然，雅典娜与雅典之间存在紧密的纽带。我也接受了古代的观点，认为波塞冬是爱奥尼亚人的庇护者，并且我愿意更进一步，将之与迈锡尼人对波塞冬的偏爱，以及希克索斯人对塞特的崇拜联系到一起。然而另一方面，没有理由能够让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群“雅典土著居民”，他们在优等民族爱奥尼亚人面前“黯然失色”。

瑞士研究希腊宗教的现代权威瓦尔特·伯克特并没有提到该种族主义理论。他更强调的不是种族原则，而是这两大神灵与马的联系。
(67)

 毫无疑问，类似的一些对马的膜拜的确存在，从公元前18世纪起，波塞冬似乎就与双轮战车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会在第四卷中进行论述。但另一方面，我并没有见过任何有关这两大神灵乘着双轮战车战斗的描绘。我希望在下面澄清的，是雅典娜和波塞冬膜拜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竞争，要比双轮战车在希腊出现的时间更早。伯克特还认为，雅典娜和波塞冬的争斗与阿波罗和波塞冬的争斗类似，象征着年青一代与年老一代人之间的冲突。
(68)

 的确，清楚的是，阿波罗象征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就像他在埃及的对应者太阳神荷鲁斯与凯布利（Khepri）一样被视为青年人，要比他的叔叔/对手波塞冬/塞特年轻。尽管雅典娜或奈斯也是波塞冬的侄辈，但她们的情况并不明确，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她们似乎永不衰老，青春常驻。

如果这些方案站不住脚，那么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法内尔抛弃的观点：争斗“是物质变化的象征，暗指的是海水侵蚀陆地或从陆地退去”。法内尔在此持有的是希腊神灵纯粹来自海洋的错误观点。波塞冬就像塞特和其在乌加里特的对应者海神雅姆［（Yam）海洋］一样，是无序和混乱之神，处于文明的边界之外。因此，他的领域里当然有大海，同时也包括地震、沙漠游牧民族的驴子和马，等等。
(69)

 法内尔所提到的主要的争斗，是在有序的陆地和混乱的水域之间展开的，但是水可能是甘甜的淡水，也可能是咸涩的海水。在埃及，人们通常把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争斗描绘成是发生在一个人类与河流或湖泊中强大有力的动物之间，比如鳄鱼，更常见的则是河马。有趣的是，河马［（hippopotamoi）河流中的马］看起来与马毫不相像，因此河马与马可能是通过塞特和他后来的希腊对应者堤丰（Typhon）而被联系在了一起，并形成了表示河马的希腊词语和概念。

这些与河流有关的隐含意义，可以解释阿西亚和斯巴达地区存在的波塞冬和雅典娜膜拜，因为这两个地方位于伯罗奔尼撒地区第一大河埃夫罗塔斯河（Eurotas）的源头和洪泛平原。［在雅典的争斗可能原本是针对阿提卡岸边的特里阿西亚（Thriaisian）平原］ 。不过，雅典与奈斯的沼泽城市赛斯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阿尔戈斯地区的特罗森与奈斯在南方的城市艾斯纳之间的配对关系尽管不那么确定，但仍然可能存在，而艾斯纳城也需要水利设施。这些城市之间的关系足以解释希腊城市中对雅典娜和波塞冬的双重膜拜。在很多方面，雅典娜和波塞冬在雅典的争斗，都好像是把奈斯和塞特在Ḥt Nt/赛斯的战场转移到了雅典一样。

人们对不同神灵的崇拜是相互联系的，与其说这样的神灵崇拜必然代表着不同民族或几代人之间的宗教冲突，还不如说争斗本身就是膜拜的核心更能令人信服。方滕罗斯（Fontenrose）等人曾论述过，神灵之间的这种战斗具有普遍性。
(70)

 在此，我只想强调，在希腊发现的这些普遍存在的主题中，有很多在表现形式上都是埃及化或西闪米特化的。

在埃及，如同在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大自然的狂野力量和安宁温顺对于人类的生存都是必需的。因此，尽管我并不认为，对马的膜拜在雅典娜与波塞冬之争中处于根本地位，但我也认为瓦尔特·伯克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指出，“波塞冬繁殖了马匹，雅典娜发明了马笼头和马嚼子，从而让这种动物可以听人指挥”，这其中蕴含的意义更加具有普遍性，因为它“促成了自然力量和技术智慧之间影响深远的汇合”
(71)

 。


 波塞冬/塞特

我们之后还会回来谈论雅典娜，但是在此我们需要先考察一下波塞冬的情况。在科帕伊斯湖南岸地区也存在着波塞冬膜拜。在哈里阿特斯以东10公里有一处丛林，这里后来建成了翁切斯托斯（Onchestos）的波塞冬神庙。由于它位于把哈里阿特斯与底比斯分隔开的航道上，沙克特令人信服地将这座神庙与其他波塞冬膜拜中心联系到了一起，后者都位于塞萨利荒野中的航道或水口上。他认为波塞冬膜拜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沙克特也把翁切斯托斯的膜拜与克劳利亚的近邻同盟（Kalaurian Amphictiony）或城市联盟联系到了一起，尽管近来受到了质疑，但是这些分布在希腊南部主要平原上的城市，看起来很像是源于迈锡尼时代早期。
(72)

 翁切斯托斯的膜拜尤其与荒野和马匹相关。特尔福萨（Telphousa）的波塞冬膜拜也是一样，它位于特尔福萨或提尔福萨（Tilphousa）的泉水边，通常被认为处于提尔福萨山下的悬崖崖底，距离阿拉尔克墨奈（Alalkomenai）只有1公里远。
(73)

 人们认为，就是在这里，波塞冬与凶悍的女神厄里倪厄斯（Erinys）生育了神马阿里翁（Areion），神马帮助了赫拉克勒斯，还拯救了另一位英雄阿德剌斯托斯（Adrastos），并因此扬名。
(74)

 这个神话发生在阿卡狄亚的塞尔福萨（Thelpousa），因此就具有更加宽泛的重要意义。传说中波塞冬就是在这里强奸了得墨忒耳·厄里倪厄斯，使之生下了阿里翁。
(75)



厄里倪厄斯和阿里翁这对名字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单词eris（冲突，争斗）联系在了一起。
(76)

 这里，埃及神话同样能够为我们理解这一系列的神话提供有效的引导。

方滕罗斯认为在厄里倪厄斯与珀尔塞福涅（Korē/Persephone）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77)

 因此，厄里倪厄斯可以被看成埃及的奈芙蒂斯在希腊的版本。奈芙蒂斯是伊希斯的姐妹（其希腊对应者是大地母亲女神得墨忒耳，珀尔塞福涅的母亲），塞特的妻子，其与冥府相关的特点用希腊语表述就是哈得斯（Hades）。

珀尔塞福涅或Korē通常被视为奈芙蒂斯在希腊的对应者，她们都是亦正亦邪。埃及女神帮助她的姐妹保护奥西里斯与荷鲁斯，然而同时，她也是死亡之神。
(78)

 奈芙蒂斯如同她多产的姐妹伊希斯的镜像，通常代表着不育和荒芜，但是人们认为她也有一个孩子，那就是以胡狼为象征的阿努比斯神（Anubis）。在埃及神话和其他传说中，人们常常无法确定究竟谁是孩子的父亲；在一些资料中，阿努比斯的父亲是奈芙蒂斯的兄弟奥西里斯，在另一些资料中则是奈芙蒂斯的丈夫塞特。
(79)

 后一种版本非常符合希腊故事的内容，可以将阿努比斯和作为波塞冬后代的神马阿里翁联系到一起。阿努比斯混乱的父子关系，似乎是他的神灵特性造成的结果。尽管他与死亡有密切关联，但他的角色（我们将在第三卷中更充分地讨论他的角色）通常是积极的。阿努比斯是灵魂的引导者，有时也是负载者，就如同他的希腊对应者赫尔墨斯·普绪科蓬波斯（Hermes Psychopompos）一样。他拯救死者，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似乎与神马阿里翁相似。于是，波塞冬、厄里倪厄斯和阿里翁的故事，在整体上似乎依循着埃及的模式，只是转换成了与河马或马有关的故事形式。

德尔福斯和阿努比斯

不过，这种模式极为复杂。很多学者看到，特尔福萨/提尔福萨和德尔福斯（Delphos）——波塞冬或阿波罗与丢卡利翁（大洪水）那海豚一样的女儿墨兰托（Melantho）或墨兰纳（Melaina）的儿子——以及德尔福萨（Delphoussa）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德尔福萨是德尔斐三条泉水之一的名称。
(80)

 这种联系非常明显，因为，根据荷马式的《致皮提亚的阿波罗的赞美诗》（Hymn to the Pythian Apollo
 ），在阿波罗于德尔斐建起他的神庙并进行神谕之前，他曾经考虑过把地点设在特尔福萨的泉水边。
(81)

 而这一地区有三种不同形式的阿卡狄亚地名Thelpousa/ Telphousa/ Delphousia也能进一步证明这点。这让我们联想到德尔福斯与阿波罗的相似性，以及德尔斐的阿波罗膜拜所具有的复杂性。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也会做进一步探讨，这里只是指出阿波罗膜拜在某些方面的特点。

公元5世纪的希腊词汇学家赫西基奥斯（Hesychios）曾经把德里福特（Delephat）和金星（Venus）的“迦勒底”名字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维克托·贝拉尔认为Thelpousa/ Telphousa/ Delphousia与闪米特人对启明星（Dilbat）的膜拜相关。
(82)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比这更有趣的事实是，德尔福斯被视为波塞冬或阿波罗与墨兰托或墨兰纳的儿子。如果认可波塞冬等同于塞特、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等同于阿波罗的观点，那么德尔福斯模棱两可的父子关系也就与阿努比斯极其相似。

墨兰纳/奈芙蒂斯

德尔福斯母亲的身份更耐人寻味。方滕罗斯认为墨兰纳相当于大地女神盖亚（Ge），因此与大地母亲得墨忒耳有间接关联。
(83)

 毫无疑问，名字墨兰纳/墨兰托与表示“黑色”的希腊语词根melan有关联，而大地在希腊文本中经常被表述为“黑色的”。正因为此，德尔福斯似乎也曾被认为是非洲黑人，公元前5世纪的德尔斐和雅典的很多硬币上的图案显然都是他的肖像。
(84)

 但是，这个词根又来自何处呢？

黑色这个词没有常见的印欧语词根，尽管尚特莱纳认为，波罗的语族词根*meln（蓝色污点）是melan的一个印欧语同源形式。
(85)

 不过，更令人信服的似乎是，这个形式来自埃及名称Mзnw，表示西部的山脉，那里是太阳傍晚落下的地方，同时也是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第九章和第十章还将谈到这点）。
(86)

 词根melan来自Mзnw的情况与围绕着词根√˂
 rb的一系列闪米特词语极其相似，它们的意思都是“进入”“太阳落下的地方”“西方”和“黑色”。词根√˂
 rb在荷马使用的希腊语中表现为erebos，利德尔（Liddell）和斯科特（Scott）所编撰的标准希腊语字典对此的解释是“形成从地面到哈得斯的通道的黑暗处所”。几乎可以确定，erebos来自阿卡德语的erebu（日落）。

在这种情况下，墨兰纳/墨兰托或许不仅意味着“黑色”，而且意味着傍晚和西方的黑暗。这就可以将之与欧罗巴联系到一起，因为欧罗巴的名字Europa来自˂
 rb，她也在波伊奥提亚的传说和膜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87)

 同黄昏的这种关联，也将墨兰纳/墨兰托与Ḥrt Tmt/阿耳特弥斯（Artemis）这两位埃及—希腊女神之一，或者奈芙蒂斯/珀尔塞福涅联系到一起。阿耳特弥斯是傍晚的太阳和凶猛的狮子女神，奈芙蒂斯/珀尔塞福涅则是处于生与死、昼与夜的边缘的神灵。考虑到上面提到过的墨兰纳/墨兰托与得墨忒耳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波塞冬强暴了厄里倪厄斯的特尔福萨神话，那么墨兰纳/墨兰托似乎更有可能与奈芙蒂斯/珀尔塞福涅存在联系，而且关系可能更加紧密。普鲁塔克在他的作品《伊希斯和奥西里斯》（De Iside et Osiride
 ）中把奥西里斯和奈芙蒂斯之间不正常的性关系视为一种比喻：

群山旁和大海边最遥远的那片土地，埃及人称之为奈芙蒂斯。正因为此，他们赋予了奈芙蒂斯“终结”［teleutē］这一名字，并且说奈芙蒂斯是堤丰的妻子。只要尼罗河泛滥，大水影响到最遥远的地方的居民，埃及人就会说，这是奥西里斯和奈芙蒂斯结合到了一起，植物的迅速生长就是他们结合的证明。
(88)



如同上面提到的，特尔福萨的泉水位于一处悬崖山脚，距离历史上著名的科帕伊斯湖湖畔仅几米远，并且比95米等高线仅高出几公里，而大多数古迹都是在95米等高线这一水平线上发现的。
(89)

 这处泉水刚好就在洪泛平原边缘，正符合普鲁塔克对于埃及奈芙蒂斯领土范围的描述。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在埃及故事里，奈芙蒂斯是塞特的妻子，受到了奥西里斯的引诱，而奥西里斯代表的是有益的洪水；在希腊神话里，珀尔塞福涅被哈得斯掠走，厄里倪厄斯（墨兰纳/墨兰托）在塞尔福萨/提尔福萨被波塞冬强暴，而波塞冬象征着肆虐的水。不过，不管怎样，普鲁塔克的比喻和波伊奥提亚的神话之间显然具有相似性。

不过，若要使这种相似性具有意义，就必须满足两个看起来难以成立的条件。首先，我们必须接受波塞冬与塞特、珀尔塞福涅与奈芙蒂斯之间的对应性。尽管在古典时代和希腊化的时代，这些并没有得到正式的认同，但是我希望在后面的各卷里逐步展示出这种关联。第二个条件是，如果埃及故事一如显现出来的那样古老，那么它原本肯定是一个寓言，或者早于普鲁塔克时代一千多年就已经具有了这一寓意。这也并不像看起来那样难以接受。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塔克所讲述的围绕着奥西里斯的神话，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普鲁塔克接触到了比他早一千多年的传说。
(90)

 如果认可奈芙蒂斯与珀尔塞福涅/厄里倪厄斯的对应性，那么提尔福萨的神话与普鲁塔克的寓言之间的对应性，就很有可能是“希腊解说”［（Interpretatio Graeca）是主张雅利安主义的学者使用的术语，描述的是他们眼中希腊人在解释希腊文化时所采用的一种错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希腊文化接受了大量来自埃及和亚洲西南地区的文化特征并由此受到了深远的影响］的一个例子，而且这种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这既是由于波伊奥提亚的膜拜年代久远，也是由于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人和希腊人未能普遍认识到塞特和波塞冬的一致性。

阿里翁和珀伽索斯

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有关神马阿里翁的孕育和出生的故事，与柏勒洛丰（Bellerophon）和珀伽索斯（Pegasos）的故事十分相似。
(91)

 据说，飞马珀伽索斯是波塞冬和美杜莎（Medusa）所生，它来自神话传说中的希柏里尔（Hyperborea）西部或利比亚，尤其与泉水存在联系。珀伽索斯被柏勒洛丰捕获并驯服后，帮助柏勒洛丰杀死了喷火怪物喀迈拉（Chimaera）。而后柏勒洛丰想骑着珀伽索斯飞到奥林匹斯山上，结果从马上摔落坠地，飞马珀伽索斯则被留在天庭服侍神灵。

迈克尔·阿斯特认为，Bellerophon（柏勒洛丰）这个名字来自闪米特语的*Ba ˂
 al-råphôn（疗伤的王），他的那些祖先，以及珀伽索斯的形象和一些有关周期循环的神话主题，显然都来自亚洲西南部。
(92)

 然而，阿斯特无法解释珀伽索斯这个名字及其由来。

至少从赫西俄德的时代开始，人们就认为Pegasos（珀伽索斯）这个名字与pēgē或pāgā（泉水或流动的水）相关。
(93)

 我将赫西俄德的年代界定在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1世纪时，斯特拉博提到Hippokrēnē（奔马喷泉），并将之描述成赫利孔山（Helikon）上的珀伽索斯泉水，那里北距科帕伊斯湖和提尔福萨（Tilphossion）大约10公里远。
(94)

 尚特莱纳承认，这一词源并不明确，但他仍然认为，既然喷泉是清凉的，而通常意味着“粘贴或固定”的动词pēgnymi也有“凝结或冰冻”的罕见含义，那么pēgē就与pēgnymi有关。这很奇怪，因为pēgē或它的动词pēgazō的含义都非常精确，就是指泪水、液态水的喷涌而出或流动，等等。

更加合理的解释是，pēgē和Pegasos都源自埃及语的语义群，这其中包括pgзw（用来洗东西的大罐子）、pgз（开口，例如山谷的入口）、pgз（爆发或爆裂）、pgy（伤口裂开），它们在书写时都带有义符[image: ]
 psg或pgs（口水，吐出）。要注意的是，据说珀伽索斯是在他的母亲美杜莎被割下头颅时从美杜莎的躯体里跃出的。此外还有地名Pgз和Pgs，在书写时也要加上[image: ]
 。

下面的内容会显示出，Pegasos这个名字在形成过程中非常可能与埃及语形式*Pз gḥ s（瞪羚）、gs（奔跑）和gst（速度）双关或谐音双关。
(95)



与利比亚的关联和马匹

Tilphossia这个名字可能来自tзlbyw（利比亚），我们会在下面对此进行讨论。这里要考察的是在利比亚发现的泉水和马匹的关联，我所说的利比亚既是现代意义上的利比亚这个国家，也是包括整个马格里布（Maghreb）、撒哈拉和更远的南方在内的古代的“利比亚”。和今天一样，在古典时代，位于埃及以西的这个国家最出名的就是沙子。不过，这个国家也以马匹、双轮战车和绿洲著称。驴子和马从埃及引入利比亚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新王国开始的时候。到了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第十九王朝时，埃及人已经在这里捕获了大量的马匹。
(96)

 在古典时代，利比亚已经成了优秀
 （par excellence）马匹的来源国。品达把该国东部的昔兰尼（Cyrene）称为“良马”，公元前3世纪的诗人卡利马科斯（Kallimachos）则将之命名为“养育最好的马”。
(97)

 不过，正如以古代利比亚人为写作对象的20世纪早期作家奥里克·贝茨（Oric Bates）所指出的，“应该说，那些‘马匹’和马驹差不多，但是精瘦健壮，跑起来风驰电掣。它们被驯服后就像狗一样跟在主人身后”
(98)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胡狼阿努比斯和神马阿里翁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对马匹的这些描述是很有趣的。

利比亚人不仅是出色的牧马人，也被公认为优秀的双轮战车驾驭者。在公元前1171年，拉美西斯三世宣称从利比亚人那里缴获了大约一百架双轮战车。
(99)

 在撒哈拉地区发现的岩画南至尼日尔（Niger），其中一些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绘制的，其画面上呈现出了数百辆双轮战车。
(100)

 在古典时代，几乎所有的北非部族似乎都曾在战斗中使用过这种双轮战车。
(101)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四马双轮战车（quadrigas）是从利比亚介绍到希腊的。
(102)

 荷马提到了这些双轮战车的使用，所以它们投入使用的时间肯定是在公元前800年之前，或者比这还要早，
(103)

 最有可能的时间就是公元前12世纪，在这一时期利比亚人和希腊人作为海洋民族组成了同盟。

一方面是马和双轮战车，一方面是泉水和绿洲，从人们给利比亚游牧侵袭者起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在骑着马或乘着战车从内陆地区侵入沿海地区的部族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尼日尔泰（Nigretai）或尼日尔提斯（Nigretes），他们漂亮的黑色皮肤颜色就是拉丁语中niger（尼日尔）的来源，而niger这个词又演进成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中的“negro”（黑人）。这些名称来自闪米特语词根√(n)gr（水，或者流入沙子），该词根是名称Gar、Ger、Nagar和Niger、the River Niger（尼日尔河）的来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尔河，这条河是从大西洋一直向东流入沙漠之中的，这令人称奇。
(104)



纳帕塔人

闪米特语词根√nbṭ的意思是“水奔涌而出”或绿洲。生活在沙漠和绿洲里的民族有时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纳帕图（Nabaṭu）、纳帕提（Nabati）或纳帕提恩（Nabataean）。埃及地名Nbt或Nbyt的存在让情况更加复杂，这两个埃及地名指的是上埃及的两个城镇，它们也被称为奥姆伯斯（Ombos）和奥姆比（Ombi）。位于沙漠边缘的奥姆伯斯是塞特膜拜的重要中心，而塞特经常被称为“奥姆伯斯的他”（He of Ombos）或Nbty。
(105)

 这就把沙漠以及沙漠里的居民和动物之王塞特与生活在绿洲的民族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我们不可能确定哪个名字是居住在撒哈拉东部的游牧民族纳帕塔人（Nobatai）名称的起源，而且这种探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缺乏意趣。纳帕塔人位于努比亚上尼罗河河畔的城市被称为纳帕塔（Napata或Nabata）。
(106)

 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一个地理名称是Tзn Nзpytw［纳皮图（Napitu）的土地］，古埃及地理学家亨利·戈捷（Henri Gauthier）认为这个地方在利比亚。这些人很可能是来自利比亚东部的纳帕塔人，公元294年，他们被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征召保卫埃及南部边境。
(107)

 很多人试图把他们定位为独立的利比亚部族，但是这些尝试的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108)

 不过，参考资料足以显示出，不仅在利比亚，在努比亚和阿拉伯也都存在关于“绿洲居住者”纳帕塔人的记载。

塞特和波塞冬、Nbty和尼普顿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不仅四马双轮战车是从利比亚介绍到希腊的，战车的守护神波塞冬也是一样：“因为利比亚人是唯一知晓波塞冬的名字并且一直膜拜他的民族。”
(109)

 艾伦·劳埃德（Alan Lloyd）曾经就希罗多德有关埃及的卷二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评论，但是他也对希罗多德的这一说法表示无法理解。劳埃德的研究属于雅利安模式，他认为，波塞冬的“印欧/希腊来源是毋庸置疑的，波塞冬被介绍到希腊的时间至少是在亚加亚（Achaean）文化时期［青铜时代晚期］”
(110)

 。我在第一卷里尝试着提出过一种假设，认为波塞冬的名字源自埃及—闪米特语的混合词Pз(w) Sidôn（来自Sidôn的男人）。
(111)

 因此，我认为波塞冬的名字并非来自印欧语或利比亚语。正如我在前面讨论过的，我认为波塞冬就是埃及的塞特，而塞特在古典时代就已经被认为是邪恶的象征。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给希罗多德提供埃及信息的人似乎非常坚决地反对在埃及万神殿中为希腊的尊贵神灵波塞冬留出位置，为什么他们认为波塞冬是属于外部荒野的神灵，并进而认为波塞冬是利比亚的神灵。可能是听取了这些人的观点，希罗多德把波塞冬与利比亚的特里同尼斯（Tritōnis）湖和特里同河或更远的西部联系在一起。
(112)

 因此，这一神灵似乎与利比亚内陆水域有关联，同时也与过着动荡生活的绿洲居住者的狩猎、马匹和双轮战车有关联。

在这里，我们也应该考察一下波塞冬的罗马对应者尼普顿（Neptune）的名字。让我们先回到闪米特语词根√nbṭ上，这个词根表示的是绿洲和居住在绿洲的人，它既出现在地名Nabata和Napata（纳帕塔）中，也出现在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居住在利比亚东部的部族Nobatai（纳帕塔人）的名称中。罗马附近的城镇纳帕特（Nepete）有一条河流和多处泉水，如同古典学者乔治·丹尼斯（George Dennis）在19世纪40年代所描述的：

他［旅行者］离开了坎帕尼亚（Campagna）的开阔荒野，进入了树木繁茂的地区。如果他是英国人，那么这会是意大利中部地区能让他想起家乡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那些成片的青葱草地……这一切都与英国公园里欣欣向荣的景色别无二致，在欧洲大陆却极其罕见。
(113)



实际上，这是一片绿洲。罗马附近的很多地名都具有可靠的闪米特词源，就连罗马这个名字本身也是一样，对此我们将在第三卷中进行讨论。因此，认为Nepete源自闪米特语词根，在语义上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对此我们无法轻率地不予重视。加上西闪米特语表示人物和民族的后缀-ån或-ôn，Nepete就成了Neptune的一个非常可信的词源，而其他可能的词源中最主要的就是埃及语的Nbty，塞特。
(114)

 于是，Nepete这个名字的存在就显示出，一些人看到了处于干旱地区的沙漠绿洲和欧洲水源地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周边环境的相似性。如果接受这样的背景，那么波塞冬与提尔福萨的泉水之间的联系就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了。

波塞冬、提尔福萨和利比亚

从提尔福萨/特尔福萨/塞尔福萨这几个名字中能不能发现什么呢？一方面，德尔福萨与德尔福斯之间存在着关联，其基本意义是“成对”或“兄弟”，对此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并将在第四卷中进一步讨论。
(115)

 不过我想说的是，在埃及地名Tзlbyw（利比亚的土地）和经常使用的爱琴海地名后缀-s(s)a之间也存在着关联。
(116)

 Tзlbyw是Rb或Libu（利布）——利比亚人——的变体，对此很少有人质疑。这个名字本身只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在那时它似乎意味着埃及以西的一个遥远部族。
(117)

 在海洋民族入侵时，也就是来自西北和西部的民族入侵时，从埃及人的角度来看，利布成了西部沙漠的领导者。

要探寻Tзlbyw和波伊奥提亚的特尔福萨之间的对应性，我们就要记住，大约是从荷马时代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希腊人所说的利比亚就包括了尼罗河以西的整个非洲。
(118)

 这一地区大部分都是沙漠和绿洲；与此相似，波伊奥提亚的特尔福萨有陡峭的悬崖，悬崖下是“绿洲地区”的泉水，正如在利比亚一样，特里同河从悬崖下流出，与沼泽湖泊连接到一起。无论是对于与埃及的伊希斯不育的姐妹奈芙蒂斯，还是对于与希腊的伊希斯对应者得墨忒耳无所畏惧的姐妹厄里倪厄斯/珀尔塞福涅相对应的女神，特尔福萨或“利比亚”都会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
(119)

 如果厄里倪厄斯的对应者墨兰纳/墨兰托与Mзnw即埃及“西方的山脉”有关联，如同我在上面所提到过的那样，那么这也会显示出其与利比亚之间的联系。
(120)

 更进一步讲，作为非洲国度的利比亚也会与墨兰纳/墨兰托和德尔福斯的黑色特征对应。
(121)

 由于这些因素，再加上有关波塞冬自身与利比亚的关联的神话，Telphousa的词源就非常有可能来自Tзlbyw。

阿卡狄亚的塞尔福萨

至于阿卡狄亚的塞尔福萨与利比亚的一致性，在地理层面上的情况是同样明确的。阿卡狄亚的塞尔福萨位于拉冬河上，拉冬河水从峡谷涌出，沿着不同的水道在一小片洪泛平原上漫流。拉冬河就是伊斯墨诺斯河（Ismēnos）的另一个名字，它流过波伊奥提亚的底比斯。在伯罗奔尼撒地区，拉冬这个名字也使用了两次，一次是在阿卡狄亚，一次是在伊利斯。在阿卡狄亚，拉冬河从发源于菲尼奥斯（Pheneos）湖的“泉水”中流出，那里是同时膜拜雅典娜和波塞冬的地方。这些泉水或水道经常因为地震而发生堵塞，由此导致突然断流，并引发洪水。
(122)

 所有这些都可以明确归因于地震之神波塞冬，或许也能解释传说中在塞尔福萨下游发生的波塞冬对得墨忒耳·厄里倪厄斯的强奸。在伊利斯，拉冬河流入厄勒安皮洛斯（Elean Pylos）或“通道”（Gateway）的佩奈渥斯（Pēneios）河。这两个名称之间的双重联系耐人寻味，尤其是由于Peneus的词源显然来自埃及语的Pз Nw(y)（水或洪水）。
(123)



阿斯特指出，在距离利比亚的特里同湖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叫作拉同（Lathōn）或莱同（Lēton）的河流。他把这与乌加里特名叫Ltn的龙和希伯来的利维坦（Liwyåtån）联系在一起，现代学者则很有理由地认为，后者就是乌加里特的海神雅姆。
(124)

 关于拉冬的神话让这一词源更有根据，传说中，拉冬是守护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的金苹果的蛇，后来被赫拉克勒斯所杀，而这或许就发生在利比亚。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这条蛇可能就是一条河流。
(125)

 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的埃及诺斯替神秘主义文本《比斯提斯·索菲娅书》（Pistis Sophia
 ）中展现了这样的观念：这个世界被河流/蛇/龙围绕，在它的内部是地狱。神话收集者方滕罗斯令人信服地将之与早期埃及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126)

 我会在第七章进一步对此进行讨论，将之与环绕着世界的海洋阿特拉斯—阿特兰托斯（Atlas-Atlantos）联系到一起，而巨人阿特拉斯（Atlas）和大西洋当然都与赫拉克勒斯、赫斯帕里得斯和利比亚有密切关联。
(127)



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的注释者把拉冬描述为死在叙利亚奥龙特斯（Orontes）河泉水边的巨龙堤丰。
(128)

 由于地震，奥龙特斯河的流向与河道经常发生改变。堤丰是塞特官方的希腊对应者，如同阿斯特所指出的，在这种关联中，乌加里特的雅姆神或Ṯpṭ Nhr（裁决之河）作为塞特和波塞冬的对应者，也被描绘为一条龙。
(129)

 因此，在希腊、黎凡特和埃及，Ladōn/Ltn都是与河流、龙和动荡之神联系在一起的。


 奈斯/雅典娜和奈芙蒂斯/厄里倪厄斯

波伊奥提亚的拉冬把我们带回到了波伊奥提亚的湖泊边。波塞冬在这里既是未开发的沼泽之神，也是泉水之神，这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可以把厄里倪厄斯与珀尔塞福涅和塞特的妻子奈芙蒂斯联系在一起，那么她的情况也是一样。与此相似，雅典娜既是治水之神，也是垦荒之神，在治水和拓垦同时进行的地区，存在这样的神灵也不足为奇。不过，在理解这两位女神之间的联系时，人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

将二者联系到一起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蛇发女妖美杜莎，就如我在之前提到过的，美杜莎与珀尔塞福涅/奈芙蒂斯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也与利比亚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雅典娜在神话中与怪物美杜莎遭到斩首及其死亡有关，然而另一方面，雅典娜也具有后者的相貌，并且正是以这种方式与之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对此我们将在下面和第三卷中进一步讨论。

阿努吉斯/翁卡

这里我们要考察一下女神奈斯/雅典娜与女神奈芙蒂斯/厄里倪厄斯之间的另一种关联，也就是在名称翁卡中所体现出的关联。在阿卡狄亚的塞尔福萨，得墨忒耳·厄里倪厄斯神庙位于翁凯恩（Onkeion）的一个区。这里有位名叫翁卡奥斯（Onkos）的国王，据说他是阿波罗·翁凯奥斯（Apollo Onkaios）的一个儿子，他的名字亦成为其他名字的来源。
(130)

 情况似乎应该是这些人的名字来自其所在的地点，而非相反。

Onka（翁卡）这一名字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埃及女神ґ
 nḳt，后者也就是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所知道的阿努吉斯。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
 ayins经常与后元音o和u联系在一起。例如，科普特语（Coptic）的后缀-o来自埃及语的ґ
 з（伟大），科普特语的ōnh和ōnḫ表示埃及语的ґ
 nḫ（生命）。最后的-t在埃及语中通常会被省略，在希腊语中则总是被省略。因此，认为Onka来ґ
 nḳt，在语音上并没有问题。

与阿努吉斯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创造世界的公羊神克努姆（Khnum），克努姆是埃及南部第一瀑布急流地区象岛的主神，她与瀑布之中和瀑布附近的岛屿，尤其是萨赫勒岛（Sahel）、象岛和菲莱岛（Philai）联系在一起。
(131)

 尼罗河就在这里奔流入埃及，作为这里的女神，克努姆就与尼罗河的发源地以及洪水泛滥联系在了一起。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这些发源地有时被视为泉水，即pēgai。
(132)

 克努姆的圣兽是瞪羚，即*Pзgḥs。考虑到上面谈到的珀伽索斯的词源之一，这就显得颇为有趣。人们认为，瞪羚具有阿努吉斯岛屿水流的“速度”，即gst。人形的阿努吉斯通常被描绘为戴有努比亚的头饰，而且被认为是非埃及人。
(133)

 她也与奈芙蒂斯有密切的关联。

因此，翁凯奥斯这个名字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位于塞尔福萨，那里是快速奔流的拉冬河分成支流形成岛屿的地方，同时也是得墨忒耳·厄里倪厄斯的所在地。这样的环境从小范围内看，与尼罗河瀑布群诸岛屿的ґ
 nḳt膜拜中心非常一致，也非常符合这位女神与奈芙蒂斯的联系。

奈斯/雅典娜与阿努吉斯/翁卡

比翁凯奥斯膜拜更为人所知的是对雅典娜·翁卡或翁加的膜拜。根据传说，卡德摩斯跟随圣牛来到底比斯之后，在底比斯的中心，也就是圣牛倒下的地方，创立了对雅典娜的膜拜。

如果接受奈斯与雅典娜、阿努吉斯与翁卡之间的关联，我们也就会希望可以发现奈斯和阿努吉斯之间的联系。这两位埃及女神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还没有得到证实。不过这并非无法接受，因为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奈斯和公羊神克努姆是艾斯纳城的一对神灵，代表着同一个创世之神的两种形式。而且，奈斯作为有创造力的神圣母牛зhзt，Ahet，被认为是克努姆的母亲。赖末丹·艾尔·萨耶德（Ramadan El Sayed）写过关于奈斯的优秀著作，他相信，奈斯和克努姆的关系还要更古老。
(134)



这种关系也体现在希腊的神灵崇拜之中。克努姆作为Nb Ḳbḥw（瀑布之王）广为人知，有时人们可能也会简称他为Ḳbḥ。
(135)

 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到，埃及语的Ḳbḥ（尼罗河瀑布或从洞穴中涌出的清新水流）是希腊河流常用名称Kēphis(s)os（基菲索斯）的来源，后者与地下流淌的溪流有关。
(136)

 Kēphis(s)os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并且我相信这个神话人物应该与克努姆有关。比如说，在阿尔戈斯，基菲索斯是把领土划给赫拉而非波塞冬的裁决者之一。这个神话与其他地方讲述的波塞冬和雅典娜的冲突非常近似。
(137)



在阿尔戈斯城有一座基菲索斯神庙，帕萨尼亚斯记录说，在它旁边有美杜莎的一颗头颅。
(138)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美杜莎与雅典娜和厄里倪厄斯/珀尔塞福涅之间的关系。同样，在上埃及，不仅奈斯，还有与奈芙蒂斯相关的阿努吉斯，都是克努姆的亲密伙伴。因此，阿努吉斯和奈斯很可能是通过克努姆/Kēphis(s)os而被联系在了一起。

在艾斯纳的雅典娜神庙，罗马时代的铭文在提到奈斯时称之为双角间顶着太阳游到赛斯的阿海特（Ahet）。雅典娜·翁卡以及雅典娜与引领人们创建底比斯的母牛之间的联系，这两者与奈斯之间的关联，都因此变得更加密切。
(139)

 阿海特的故事似乎非常古老。如同前面提到的，奈斯与公元前三千纪早期“金字塔铭文”提到的Mḥt Wrt（大沼泽）里的母牛存在联系。
(140)

 我们也知道，从埃及最早出现王朝的时候开始，奈斯就与她的城市赛斯或Ḥt Nt（奈斯的房子）密切相关。中王国时代的棺文则表明，奈斯是太阳神拉的母亲。如果将这些综合考虑的话，那么艾斯纳城后来的铭文就很有可能反映了一个比铭文要古老得多的故事。
(141)



迈克尔·阿斯特曾经提到，《圣经》中也讲述了人们跟随一头母牛找到可以建造一座城市的地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其他的西闪米特文化区或许也一样存在。
(142)

 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之间具有更紧密的对应性：一方面是作为阿海特的奈斯和赛斯城的建立，另一方面是卡德摩斯跟随一头母牛并把这头母牛献祭给雅典娜，并进而创建了底比斯城和对雅典娜·翁卡的膜拜。而且，埃及神话以作为阿海特的奈斯为焦点，而这是奈斯与克努姆最接近的一个方面，因为阿海特是克努姆的母亲，因此也是阿努吉斯的母亲。在所有有关创建城市的神话中，都可以找到奈斯/雅典娜与阿努吉斯/翁卡的融合，只不过具有底比斯这种地理环境的城市更是如此，对此下面我们还将提及。

帕萨尼亚斯这样描写底比斯人对雅典娜·翁卡的膜拜：“那些人认为卡德摩斯是埃及人而不是来到底比斯的腓尼基人，然而可以用来驳斥他们的证据是，这位被称为腓尼基语中的翁加的，而非埃及语中的赛斯的雅典娜。”
(143)

 关于卡德摩斯究竟有埃及还是腓尼基血统的困惑，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进行讨论。这里我要指出，帕萨尼亚斯认为在雅典娜与赛斯之间有紧密联系，并且对雅典娜·翁卡这个名字感到困惑，他是正确的。雅典娜·翁卡并非这位女神的标准名字，而是雅典娜和阿努吉斯的融合。帕萨尼亚斯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翁卡究竟是埃及人还是腓尼基人。

阿努吉斯的埃及名字ґ
 nḳt最令人信服的来源是动词ἰnḳ（拥抱）。这可能是指她的各个岛屿被河流的支流环绕。不过，也许有人会觉得闪米特语词根√ґ
 nq（项链）更加贴切，因为奔涌而过的河流就像一条项链，而瀑布中的岛屿就像是一串宝石。若不是存在两方面的因素，这种观点就会显得牵强了。首先是底比斯的地理环境。底比斯位于底比斯平原之上的悬崖，两三条河流或溪水从悬崖下流过并最终汇合。
(144)

 这样，这一地点就类似于埃及岛屿ґ
 nḳt和闪米特语的ґ
 nq（项链）。其次是，卡德摩斯的女王名叫Harmonia（哈墨尼亚），这个词的意思是“串连到一起”，并且他们在其盛大的婚礼上收到的最出名的礼物就是hormon（一条项链），这些事实也可以反映出古人对这种地形环境的看法。
(145)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戏剧《腓尼基女人》（The Phoenician Women
 ）展示出了所有这些关系。在城市陷落时，腓尼基女声合唱团齐声歌唱，纪念当年腓尼基的奠基。

而后天上的神灵前来参加哈墨尼亚的婚礼，

底比斯的城墙伴着竖琴的音乐高高升起，

应和着安菲翁的里拉琴声，

她的高塔在两条河流之间的地面矗立，

狄耳刻（Dirce）和埃斯门诺斯（Ismenus）肩并着肩，

润湿了富饶的绿色平原。
(146)



要注意这里反复提到了琴弦［Harmonia和hormon都源于闪米特语词根√ḥrm（绳子、琴弦或网），对此我们将在第三卷进行讨论］。

当然，哈墨尼亚还有其他很多神话渊源。比如说，阿斯特曾经指出过哈墨尼亚与具有“房屋或宫殿的女主人”之称的苏美尔和闪米特女神之间的联系。
(147)

 这让她更加接近奈芙蒂斯或Nbt Ḥt，后者也意味着“房屋的女主人”。因此，波伊奥提亚的底比斯人对翁卡和对哈墨尼亚的膜拜之间的关系，就与埃及人眼中阿努吉斯和奈芙蒂斯的等同关系是一致的。关于哈墨尼亚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她和丈夫卡德摩斯变成了蛇，在生命即将终结时来到赫斯帕里得斯居住。这个神话也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由于“项链”中的一股是埃斯门诺斯/拉冬的河流（拉冬也居住在赫斯帕里得斯），因此作为“项链”的哈墨尼亚早已是一条蛇了。
(148)

 不过，我在这里谈论的核心问题是，哈墨尼亚名字中“项链”的含义让她与ґ
 nḳt、ґ
 nq和翁卡更加接近。

我们已经看到，ґ
 nḳt最有可能的词源来自动词ἰnḳ。由于这个词和义符[image: ]
 的存在，埃及语中很有可能存在意思是“项链”的词语*ґ
 nḳ。不过，既然波伊奥提亚有这么多闪米特名字，那么已经被证实的闪米特语形式就是更有可能的来源了。因此，帕萨尼亚斯对翁卡这个名字的埃及和腓尼基渊源感到困惑，似乎就反映出这两种语言在这一膜拜刚刚开始时都已经存在。

雅典娜·翁卡和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

这种模式可能还牵涉到另一个埃及语词根ґ
 rḳ，它在埃及语中的发音与ґnḳ相近。希腊语中与Onka发音相近的词是horkos（誓言），它来自埃及语的ґ
 rḳ（发誓，誓言）和科普特语的ōrk。
(149)

 ґ
 rḳ的基本含义是“捆绑物”，这显示在它的义符[image: ]
 （一根亚麻绳）中。这似乎与ґ
 nḳ（拥抱，项链）的情况相似。不过，ґ
 rḳ在科普特语中不总是被翻译成ōrk。在法尤姆方言中，ґ
 rḳ（誓言）被译为ōlk，与之相关的形式ґ
 rḳy（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和ґ
 rḳy rnpt（一年的最后一天），也被普遍使用。这些说法的来源大概是把一年看成一个圆环的观念。

埃及人就算没有四种也有三种历法，不过对于这里的神话群体而言，这三种历法中最重要的似乎是现在人们所知道的“民用”历（the “civil” calendar）。这一历法把一年分成12个月份，每个月有30天，最后再加上5天“补充”的日子（epagomenal days）。新年是从天狼星（Sirius）与太阳同时升起时开始的，这标志着尼罗河泛滥期的到来，时间是在我们的7月中旬。至少在埃及第十八王朝时，尼罗河泛滥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新年第一天，是创世神和尼罗河瀑布之神克努姆的节日。
(150)

 因此，ґ
 rḳy rnpt就与他的伴侣ґ
 rnḳt/阿努吉斯联系在一起，后者被视为尼罗河洪水的象征，并且至少在后来的时代，她也被认为与天狼星女神索提斯（Spdt/Sothis）有关。
(151)



在科普特语中，ґ
 rḳy不仅可以写成*ōrk或*ōlk，也可以写成alke。

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对阿尔克墨涅和阿拉尔克墨纳的讨论中。这里不仅有语音上的相似性，而且还存在着重要的历法上的关联。ґ
 rḳy rnpt是民用历中第五个补充的日子，是献给伊希斯和奈芙蒂斯的。我在前面提到过，在波伊奥提亚，为了调整历法，有时会出现重复的月份，这个月份就被称为阿拉尔科摩尼奥斯。阿拉尔克墨纳和雅典娜·阿尔克墨涅的关系会在下面讨论。这里我只想简单地指出，-mena和-mēnē显然是与希腊语中的mēnē（月份）相似。沙克特认为，在雅典，与阿拉尔科摩尼奥斯对应的月份被称为雅典尼奥斯（Athenaios），这与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这一名字也非常契合。
(152)

 不论是埃及历法中加上的ґ
 rḳy rnp的日子还是波伊奥提亚的阿拉尔科摩尼奥斯，历法上的不确定性都符合有关宙斯的传说。在那个传说中，宙斯在追求阿尔克墨涅，使之孕育他们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时，把日/夜的循环一分为三。
(153)



于是，在相似的词根ґ
 rḳ和ґ
 nḳ之间复杂的文字游戏之中，似乎存在着在底比斯的雅典娜·翁卡膜拜和ґ
 nḳt/阿努吉斯膜拜之间的对应性（所以也有奈芙蒂斯和其希腊对应者厄里倪厄斯与珀尔塞福涅之间的对应性），以及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和阿尔克墨涅之间的对应性。不过，要使论述完善，我们必须在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和阿尔克墨涅之间建立起联系。

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和阿尔克墨涅

阿尔克墨涅这个名字似乎是由双关等因素决定并以双关为基础的，它似乎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是来自*Rḫt ἰmn（阿蒙的朋友），一是来自ґ
 rḳy（一年中的最后几天）。

我们之前讨论过对雅典娜·埃托尼亚和对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的膜拜之间的联系。在哈里阿特斯，或许还有在克罗尼亚，存在雅典娜·埃托尼亚与宙斯成对出现的情况。这非常有趣，因为雅典娜经常被表现为只身一人，并与波塞冬和赫菲斯托斯（Hephaistos）是对手。宙斯在整个波伊奥提亚地区被当作宙斯·卡雷奥斯（Zeurs Karaios）或凯雷奥斯［（Keraios）长了角的］而受到膜拜，沙克特认为，这或许与埃及的长角的公羊神阿蒙有某种关联，而对阿蒙的膜拜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品达的时代开始就出现在底比斯了。
(154)

 不过，沙克特的研究是在雅利安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他认为这种联系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没有采用雅利安模式的人来说，当地对宙斯和雅典娜的膜拜是与这一事实相联系的：阿尔克墨涅是宙斯的一位配偶。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神庙距离阿尔克墨涅的墓葬只有7英里远，而且她们的名字极其相似，这些情况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种可能性是，Alalkomena来自Alkmēnē，并带有埃及语中常见的地名前缀R-（……的入口），对此我们在第一卷中就曾提到过。
(155)

 我们也能看出，这或许是作为La-进入希腊语的，词首添加的元音是有可能出现在单个辅音之前的。而且，R-的使用非常广泛，常常只是表示“……的领土范围”。
(156)

 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有可能表示的是“阿尔克墨涅的领土”。考虑到青铜时代晚期波伊奥提亚受到迦南语影响的诸多迹象，那么Alalkomenia的开头字母A-就有可能来自冠词ha。例如，位于罗得岛中央的岛上最高山峰阿塔伯尔（Atabyrion）的名字就来自迦南语的*Hatabōr（最高的中心部分）。
(157)

 另一方面，Alalkomena（阿拉尔克墨纳）的开头字母A-也有可能只是词首添音。如果Alalkomena的意思是“Alalkomenia
(158)

 的领土”，那么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在其含义上可能就是雅典娜与“阿蒙或宙斯的伴侣”阿尔克墨涅的融合。

在奈斯和阿蒙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联系。如上所述，奈斯有时与太阳轮ἰtn联系在一起。她也被视为太阳神拉的母亲，从而与阿蒙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经常把阿蒙的名字与拉的名字结合起来，写成阿蒙—拉（Amon-Re）。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埃及第三十王朝开始，奈斯就被等同于阿蒙的两名配偶，阿蒙奈斯（Amenet）和女神姆特（Mut）。
(159)

 奈斯与姆特的对应关系非常古老，对此下面的讨论还将涉及。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奈斯和埃及战神鹰/牛神的关系，后者与征服北方尤其相关。埃及第十一王朝有两座有趣的浮雕，刻画的是鹰/牛神和奈斯保护法老孟图荷太普（Mnṯw Ḥtp）二世的情形，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讨论后者与爱琴海地区的关系。
(160)

 认为奈斯和鹰/牛神——或许还有奈斯和阿蒙——是第十一和第十二王朝法老的神圣守护者，这似乎与阿尔克墨涅和神话中的裁决者兼立法者拉达曼提斯的结合具有对应关系，我在第四章中也将谈到，拉达曼提斯是鹰/牛神和第十一王朝法老孟图荷太普的希腊对应者。另一种有趣的对应则是，宙斯与阿尔克墨涅结合生下了英雄赫拉克勒斯，而赫拉克勒斯则与中王国的一位法老极其相似。


 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的苏美尔和闪米特起源

神话人物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是如此丰富如此复杂，以致我们很难理清那些纠缠在一起的线索。瓦尔特·伯克特将其追溯到了距今20000到1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认为赫拉克勒斯是杀死了很多凶猛野兽的伟大猎人，同时也是可以进入死后的世界并返回到人间的巫师。更具体的则是，他完全符合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和阿卡德印章上的形象：一位身披狮子皮，手执弓箭和木棒，杀死狮子、巨龙和猛禽等等的英雄。
(161)

 伯克特谨慎地避免提到名字，不过很清楚的是，他所想到的是苏美尔英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关于这一点其他学者的表述则更加明确。
(162)

 吉尔伽美什原本是公元前2600年左右乌鲁克城的统治者，在他离世后的数个世纪里出现了很多围绕着他的传说，不过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才出现了首个描述他的功绩的文本。我们所知道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
 ）似乎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写就的。
(163)



吉尔伽美什是好战的统治者，他与毛发浓密、蒙昧狂野的恩奇都（Enkidu）结为好友，放弃了婚姻和稳定的生活，四处游荡，杀死了怪兽洪巴巴（Huwawa）和来自天上的神牛。在恩奇都死去之后，吉尔伽美什进入冥界拜访朋友，并且开始了对永生不朽的探求。神话的搜集者向我们展示出，这一史诗极为复杂，它既讲述了历史上的吉尔伽美什，也涵盖了适用于全世界的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的主题，其中一些内容可能还具有重要的天文学和哲学意义。
(164)



吉尔伽美什史诗对于有关赫拉克勒斯的希腊神话究竟产生了多少影响？我们自然难以明确说出，苏美尔人的故事在哪些地方吸收了世界范围内的民间故事主题。同样，尽管吉尔伽美什和赫拉克勒斯都曾处于终有一死和不死永生的交界处并都与死亡有关，但这个主题太宽泛了，无法表现出两位英雄之间的特殊关系。不过，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系列特殊的相似性——吉尔伽美什和赫拉克勒斯都是步行的，而不是驾着战车，使用的都是棍棒而非刀剑。这似乎可以把这位希腊英雄的起源推到公元前1750年以前，因为在公元前1750年战车和刀剑出现在了地中海地区，并迅速成为英雄身份的象征。另外，吉尔伽美什和赫拉克勒斯通常情况下或是独自完成他们的使命，或是有一位忠诚的朋友或助手为伴，而这位朋友或助手的死亡都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腓尼基的重要神灵、腓尼基城市推罗的守护神麦勒卡特（Melqart）或者Mlk qrt（城市的王）可以充当吉尔伽美什和赫拉克勒斯之间的桥梁。希罗多德的详细记述和铭文的证据都显示出，麦勒卡特和赫拉克勒斯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非常清晰的。
(165)



我们无法说清推罗地区的麦勒卡特膜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希罗多德写道，赫拉克勒斯的神庙就和推罗一样古老，因为他认为推罗在公元前2700年就已经建立了，比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早2300年。法国的闪米特学家勒内·迪索（René Dussaud）指出，这或许指的是对Ba˂
 al［（Hadad）哈达德］的膜拜，哈达德是麦勒卡特的来源之一，不过麦勒卡特是后来人们把诸多神灵融合在一起的结果。
(166)

 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麦勒卡特膜拜出现的时间要比上述时间晚得多。最极端的人则认为膜拜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那是已经证实的最早的铭文出现的时间，并且对麦勒卡特的膜拜在这个城市取代了先前的膜拜。
(167)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麦勒卡特与很多神灵有关，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神灵奈尔伽尔（Nergal），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麦勒卡特也与西闪米特的瘟神雷瑟夫（Reshef）有关。
(168)



赫拉克勒斯这个名字似乎表现出这位英雄的近东渊源。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赫拉克勒斯这个名字意味着“荣光归于赫拉（Hera）”。不论如何，他的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都与kleos（著名的）对等，因此，对Herakles这个名字的词源研究就涉及Hēra-的第一个要素，这一要素也出现在Hēra这个名字中，或许也出现在单词“hero”（英雄）中。通常认为Hēra-的印欧语词源来自词根*ser（服务或保护）。研究迈锡尼时代希腊的专家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对此提出了反对，他的理据是表示神灵名字的B类线形文字形式Era。在重构的形式*herwa中缺少了一个w，而查德威克认为这个w是必须要有的。
(169)

 不论这种批评所依托的基础是否准确，人们在寻找Hēra和hero的词源，以及探寻赫拉克勒斯的特点时，似乎都更应该考虑3个以辅音群√ḥrr为基础的西闪米特语词根的重要的谐音双关或结合。

第一个闪米特语词根是√ḥrr（高贵的，自由的），其含义似乎是赫拉克勒斯、赫拉和英雄的核心特征。在希伯来语中，Ḥor意味着“生而自由”或“高贵”，乌加里特语中也有Ḥrr这个名字。到了20世纪，在姓名宾虚（Ben Hur）和源自阿拉伯语的斯瓦希里语（Swahili）单词uhuru（自由）中，我们仍会看到这个词根。不过这里存在着发音上的问题，因为B类线形文字形式的Era显示出，Hēra中的ē是基本的，并不是从可以在西闪米特语中重现的元音a发展来的。
(170)



词根√ḥrr的第二种含义是“烧焦或燃烧”，阿卡德语中的神灵埃拉（Erra，烧灼者）的名字就取自这个含义。埃拉在公元前三千纪的萨尔贡（Sargonic）时代就已经出现，不过关于他的史诗似乎是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才出现，而那个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上是一段非常野蛮的时期。埃拉“或烧焦的大地”是一位凶猛残忍然而英勇的斗士，专门通过焚烧带来饥荒，并进行毁灭。他在很多方面都与令人极其畏惧的瘟疫之神奈尔伽尔相关。
(171)

 这个词根似乎出现在了希腊赫拉克勒斯的“疯狂”和破坏冲动之中，也有可能同这位英雄与火的亲近关系相关。在腓尼基人对赫拉克勒斯的膜拜中，其与火的关系表现得格外明显。与ḥor的情况相比，这里存在着更多的语音上的联系。毫无疑问，Erra来自词根√ḥrr，而在阿卡德语中被省掉的开头字母ḥ在西闪米特语中会被保留下来。不过，西闪米特语并没有保留两个字母r的连用。因此，Erra的西方对应者就成了*Ḥera，尽管字母e的确切性质尚不清楚。

第三个闪米特语词根√ḥrr词源为√ḫrr，意思是“带有并制造孔洞”。与√ḥrr（高贵的，自由的）的情况一样，这个词根在希伯来语中的发音要带有后元音o和u。这样的语义范围反映在了关于赫拉克勒斯开挖渠道和进行灌溉的传说当中，尽管下面的叙述会显示出它们也有其他来源。

另一种词源可能来自埃及语中的名字Ḥr，Horus（荷鲁斯），它被重构为*Ḥāruw。这个名字被用来表示凶猛的猎鹰和太阳神，同时也是在世法老的名字和象征。对此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尽管情况混乱，也缺乏直接的证明，但是，讲西闪米特语的人用(Ḥ)era来表示如同赫拉克勒斯或麦勒卡特这样的英雄。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城市名称Abdēra（阿夫季拉）。

有人认为名称Abdēra来自西闪米特语中的*˂
 abdera（Era的仆人），这似乎言之成理。由人物称号发展出地名的情况虽属罕见，但也确实存在。一个例子就是狄底玛城（Didyma）名称的由来，这个位于卡里亚（Carian）海岸的城市能够为人所知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来自狄底玛奥斯［（Didymaios）孪生子］的神谕，而狄底玛奥斯是阿波罗的称号。我在第三卷中还会讨论到，德尔斐和特洛斯（Dēlos）的名字都来自德尔福斯（Delphos），后者是用来呼告阿波罗的另一个含义为“孪生子”的词语。

在名为阿夫季拉的城市与赫拉克勒斯之间存在令人信服的联系。根据传说，色雷斯的阿夫季拉是赫拉克勒斯的仆人或助手阿波狄洛斯（Abdēros）被杀死并埋葬的地方。在色雷斯的阿夫季拉和西班牙西南部的阿夫季拉，赫拉克勒斯都是其名义上的神灵。即使忽视前缀Abd-所具有的明显的闪米特语特性，这个名字也无法用希腊语来解释。这是因为，色雷斯的阿夫季拉所处的区域在成为讲希腊语的地区之前，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与腓尼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而西班牙的阿夫季拉位于半岛东南海岸腓尼基定居圈的中心。
(172)



赫拉克勒斯的埃及渊源

赫拉克勒斯这个名字似乎很有可能具有闪米特渊源，然而希罗多德明确地说赫拉克勒斯的“名字”来自埃及，这实在令人困惑。
(173)

 艾伦·劳埃德认为，希罗多德写下“名字”一词时，所想到的只是名字，而非其他学者所认为的“概念”。劳埃德一直认为，希罗多德是“希腊解说”这种错误幻象的牺牲品，因为希腊历史学家其实相信人们在称呼埃及神灵时用的都是他们的希腊名字。
(174)

 鉴于现在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了，因此我认为“希腊解说”并非错误的幻象。我相信，很多希腊神灵的名字，例如阿波罗、雅典娜等等，实际上都是埃及语，而希罗多德在提到“名字”时所指的就只是名字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证据远非那么清晰。谨慎的学者们认为希罗多德只是谈到了概念中的赫拉克勒斯，或许他们是正确的。

不过，为希罗多德提供信息的人可能想到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可能是Ḥr kз [image: ]
 。Ḥr kз作为通常写成Ḥkз（魔力）的名字的一种形式，被证实只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托勒密六世统治时期。
(175)

 即使是在复杂混乱的埃及宗教中，Ḥkз或赫卡（Heka）这个人物也显得是格外模糊不清。他是魔力的化身，按照埃及宗教专家赫尔曼·威尔德（Herman te Velde）的表述，赫卡的基本特性包括“魔法的力量，神圣的创造能力，造人的能力，维持生命的能力，神秘的效力”
(176)

 。这样的神性似乎太模糊了，我们无法将之加到赫拉克勒斯身上。此外还存在语音上的重大问题，因为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Ḥr kз的发音与Ḥkз相同，或许就读成Hik。实际上，这种一致性似乎就是Ḥr kз这一写法的一个成因。因此，要把r和з视为流音，就需要用古语方式来读这个名字。

不过，在放弃这种关系之前，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能够支持这种关系的一两点因素。首先，人们认为是Ḥkз制服了制造混乱的巨蛇怪物阿波比。
(177)

 其次，在Ḥ(r)kз和后来被称为图图（Tutu）的神灵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托勒密时代，图图被视为行走的狮子，是“奈斯的儿子，无比英勇”。因此，他与赫拉克勒斯就很相似，赫拉克勒斯同样犹如英勇的狮子一般，是阿尔克墨涅/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的儿子。对图图的崇拜主要存在于公元后的头两个世纪，这也是赫拉克勒斯膜拜最盛行的时候。
(178)

 Ḥ(r)kз和图图都被视为舒（Shu）的表现形式，而舒是大气之神，下面我们会讨论到他与赫拉克勒斯之间确定无疑的联系。第三，在托勒密和罗马的奈斯神庙以及艾斯纳的克努姆神庙，Ḥ(r)kз被视为神的孩子，他的母亲是奈斯。这就与赫拉克勒斯的情况相同，因为在有关赫拉克勒斯的神话中，他的童年也毫无疑问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把Ḥ(r)kз与年轻的荷鲁斯联系在了一起，年轻的荷鲁斯被称为Ḥr p ẖrd，即“孩子荷鲁斯”［Horus the Child，希腊语称哈尔波克拉特斯（Harpokratēs）］。
(179)

 在古代晚期，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员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编写了有关底比斯国王的记录，从其中能看出当时的人们对赫拉克勒斯和哈尔波克拉特斯的混淆。埃拉托斯特尼在提到法老塞姆弗鲁克里蒂斯（Semphrukratēs）时，称之为“赫拉克勒斯·哈尔波克拉特斯”。
(180)



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希罗多德和为他提供了信息的埃及人在指出赫拉克勒斯的名字来自埃及时，所想到的很可能是Ḥ(r)kз。不过，Herakles这个名字实际上不太可能来自Ḥ(r)kз，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整体上看，更加合理的看法是，最后的-klēs只不过是含义为“荣耀”的希腊后缀，这个后缀经常与专有名词连用。不过，这个名字以及人名Hera（赫拉）和词语“hero”（英雄）的构词基础似乎都受到了闪米特语词根√ḥrr的影响，尤其是来自√ḥrr（高贵的，自由的）的，不过它们来自Horus或*Ḥāruw。这里有个语音问题，B类线形文字形式的Era显示出，人名Hera中的ē是泛希腊化的，而不是希腊东部方言中由ā转化为ē的结果。不过，语义上的对应性令人无法忽视。首先，在赫拉克勒斯和荷鲁斯/阿波罗之间存在很多有关太阳和英雄的相似性，更具体地说，这种相似性一方面表现在赫拉克勒斯和希腊英雄之间，另一方面表现在埃及中王国那些正式称号以Ḥr开头的法老和人们所说的名字Horus之间。

谈到人名Hera，另一个值得指出的有趣事实是，埃及第十八王朝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pshepsut）自称为Ḥrt nt ḏґ
 m（优质黄金一般的女荷鲁斯）。
(181)



赫拉克勒斯的名字既然有这些特点，也就难怪希腊神话没有把赫拉克勒斯的童年生活设定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了。不过，人们也认为他与埃及有很多接触。

正如现代学者认为赫拉克勒斯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样，古代的作家们普遍认为，名字叫赫拉克勒斯的人有很多。希罗多德区分了神灵赫拉克勒斯与英雄赫拉克勒斯，以及非常古老的埃及的赫拉克勒斯、腓尼基的赫拉克勒斯、腓尼基殖民地萨索斯（Thasos）所膜拜的赫拉克勒斯，还有来自希腊底比斯的赫拉克勒斯。
(182)

 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发现有三个赫拉克勒斯。最古老的一个出生在埃及底比斯并征服了世界，第二个是一个创办了奥运会的克里特人，第三个是阿尔克墨涅和宙斯之子，刚好出生在特洛依战争之前。
(183)

 西塞罗（Cicero）区分了六个赫拉克勒斯——拉丁人的赫拉克勒斯——其中第二个来自埃及，第四个来自推罗，第六个来自希腊。
(184)



赫拉克勒斯、Ḥry š-f和雷瑟夫

埃及的赫拉克勒斯即使不是最古老的，也是相当古老，那么我们在哪些埃及传说中可以发现赫拉克勒斯的踪迹呢？一种看法是赫拉克勒斯与公羊神Ḥry š-f之间存在对应关系，Ḥry š-f对应的希腊语是Arsaphes（阿尔萨福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在他的湖泊边的他”。Ḥry š-f在三角洲地区有一个较小的膜拜中心赫拉克利奥坡里·帕瓦（Herakleopolis Parva），不过他的主要城市是位于法尤姆的后来被称为赫拉克利奥坡里（Herakleopolis Magna）的地方，其埃及名称是Nnἰ-nsw(t)（帝王孩子的城市）。总体上看，阿尔萨福斯（Harsaphes）就像赫拉克勒斯一样与帝王的孩子相关。人们也认为他是类似阿蒙的王室神灵，后来也经常把他与阿蒙等同。不过，他也是如同奥西里斯一样的丰饶之神。这种身份，加上他的名字和他位于法尤姆地区的膜拜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在三角洲的沼泽地区所进行的大规模拓垦，都显示出他与灌溉和排水有关。
(185)

 赫拉克勒斯的这些特点会在下面进行讨论。

尽管这一西闪米特神灵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就被证明为埃卜拉的Ra-sa-ap，但是Ḥry š-f这个名字似乎也是西闪米特的战争与疾病之神Ršp或Reshef（雷瑟夫）名字的来源。
(186)

 后一个名字没有令人满意的闪米特词源。
(187)

 我们知道，在毕布勒有一座Ḥry š-f的神庙，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人们都会把Ḥry š-f和雷瑟夫混为一谈。
(188)

 迦南神灵雷瑟夫在埃及新王国受人膜拜的事实，并不会影响上述的身份认同。在本书第四卷将会提到，与此相似的是，埃及女神Wзḏyt被同化为西闪米特女神Qdšt，并以这样的身份在埃及受到了膜拜。

实际上，埃及的雷瑟夫膜拜存在一些有趣的特点。首先，在赫拉克利奥坡里北部有一处敬献给雷瑟夫的山谷，而赫拉克利奥坡里是Ḥry š-f的膜拜中心。波斯时代一处铭文的内容可以解读为“雷瑟夫，Nnἰ-nsw（赫拉克利奥坡里）帝王的儿子”，或者是“Nnἰ-nsw帝王雷瑟夫的儿子”。
(189)

 不论是哪种解读方法，在雷瑟夫和Ḥry š-f之间似乎都存在密切关联，而Ḥry š-f的名字在后来的时代失去了“在他的湖泊边”的含义。
(190)



在埃及，至少从第十八王朝开始，雷瑟夫就被视为法老的战争之神和弓箭之神，尤其是与鹰/牛神等同起来。
(191)

 我们在第四章中也会谈到，这是与拉达曼提斯相对应的，因为我认为拉达曼提斯应该和赫拉克勒斯的继父鹰/牛神对应。与拉达曼提斯相对的安菲特律翁是阿尔克墨涅的另一个丈夫，被放逐到了底比斯，同时也是英雄赫拉克勒斯的武术教师。
(192)



如果阿尔萨福斯与雷瑟夫和赫拉克勒斯的对应关系是明确的，那么雷瑟夫和赫拉克勒斯之间紧密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使之构成一个三角对应。军事将领和古代历史学家伊加尔·亚丁（Yigael Yadin）去世后才公布的一篇文章展示出，尽管西闪米特的雷瑟夫和希腊的阿波罗都与箭和疾病相关，因此经常被人们等同对待，但是雷瑟夫也被等同于奈尔伽尔和赫拉克勒斯。在乌加里特发现了敬献给雷瑟夫的狮首来通（rhyton），亚丁由此论证了雷瑟夫与狮子的关系，并进而联想到了赫拉克勒斯与狮子的联系，而且他在以前的作品中也曾把赫拉克勒斯和参孙（Samson）联系在一起，此二者都是太阳英雄，也都曾与狮子搏击。亚丁令人信服地指出，参孙所属的以色列的但族就源于一个海洋民族。

亚丁看到了爱琴海的赫拉克勒斯和迦南的雷瑟夫之间的融合。
(193)

 我认为，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此前早就存在，而这一组神灵中最古老的就是埃及的Ḥry š-f。这些神灵都与太阳相关，都曾四处漫游，都是好战的弓箭手，都与狮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都不是孩子但是仍然年轻。这些特点使他们非常接近朝阳之神荷鲁斯或Ḫprr以及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因此，存在这样的实例，如非利士（Philistia）名叫阿苏夫（Arsuf）的城市在希腊语中被称为阿波罗尼亚（Apollonia），阿苏夫的名字则来自雷瑟夫或Ḥry š-f；来自塞浦路斯的铭文也把雷瑟夫和阿波罗等同起来。
(194)

 不过这并没有削弱赫拉克勒斯与雷瑟夫之间的对应关系。

赫拉克勒斯、孔苏柯恩斯和舒

从库尔特·泽特（Sethe）到格温·格里菲斯（Gwyn Griffiths）和劳埃德，很多学者都把赫拉克勒斯与埃及的另一个神灵孔苏（Khonsu）联系起来。孔苏柯恩斯是底比斯膜拜的三神灵（Triad）中的第三个，其父亲是阿蒙，母亲是姆特（母亲和/或秃鹫）。孔苏的名字似乎源自动词ḫns（旅行），这符合其作为旅行中的英雄的形象，按劳埃德的说法就是“天空中的漫游者”。
(195)

 不过，埃及学家乔治·波斯纳认为，在与帝王的孩子相联系的孔苏和ḫns之间存在着双关，为此他重构了*ḫ-n-nws（国王的孩子）这个形式，从而使之与赫拉克利奥坡里或Nnἰ-nsw(t)（帝王孩子的城市）联系到了一起。波斯纳也坚持认为，孔苏不只是与诸神之王阿蒙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大地上的王者们存在联系。
(196)

 在后者之中有很多就像阿蒙一样，在底比斯具有重要的位置。这里我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赫拉克勒斯就是在希腊的底比斯出生并长大的。

库尔特·泽特、格温·格里菲斯和劳埃德还指出，孔苏与大气之神舒有紧密的联系，舒也被描绘为勇猛的武士。
(197)

 舒的勇猛与正午酷烈的阳光相关，这又与√ḥrr（烧焦）和恶魔/英雄埃拉对应。
(198)

 舒做的主要事情是把天与地分开或支撑天空，这又与有关赫拉克勒斯和阿特拉斯的传说相呼应。在传说中，先是阿特拉斯骗赫拉克勒斯替他支撑天空，但是赫拉克勒斯又设计欺骗阿特拉斯，使他重新把天空扛到了肩上。阿特拉斯名字的埃及渊源将在第五章中讨论。
(199)



英雄赫拉克勒斯与巨人安泰俄斯（Antaios）的斗争强化了赫拉克勒斯和舒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像埃及传说中的舒一样，赫拉克勒斯把邪恶之物举到空中，使之与大地分离。在传说中，安泰俄斯居住在利比亚，是波塞冬的一个儿子。
(200)

 加德纳的说明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故事包含与埃及相关的因素。加德纳认为，安泰俄斯的埃及对应者ґ
 ntywy是塞特的一种形式。他这样写道：

希腊人设想出了被赫拉克勒斯杀死的利比亚巨人安泰俄斯（Antaeus）。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埃及的˂
 Antywey与Antaeus的对应关系仅存在于名字中。但是前面指出的其与塞特—堤丰（Seth-Typhon）的对等关系也显示出，埃及传说与希腊传说要比以往人们所认为的更加相似。
(201)



与利比亚的对应关系，加上与尼普顿、波塞冬和安泰俄斯/˂
 Antywey的关联，让我们更有理由把塞特和波塞冬联系到一起。有趣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存在一种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就认为这场争斗是“埃及人赫拉克勒斯”与利比亚国王安泰俄斯之间的战役。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他的《论李维罗马史》（Discourses
 ）中写道：

在诗人的寓言中，利比亚国王安泰俄斯遭到了埃及人赫拉克勒斯的攻击。安泰俄斯在自己王国的疆界迎战赫拉克勒斯时是不可战胜的，然而，赫拉克勒斯凭借机智诱使安泰俄斯离开了自己的领土，结果安泰俄斯失去了自己的领土，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202)



赫拉克勒斯战胜了利比亚的安泰俄斯，这与荷鲁斯、埃及法老和舒相似。不过，那些把赫拉克勒斯和舒联系到一起的学者并没有提到，图图和Ḥ(r) kз都是舒的表现形式。由此他们的论述分别都支持了这种可能性：赫拉克勒斯的名字来自Ḥ(r) kз。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孔苏的圣母姆特。在埃及第十八王朝哈特谢普苏特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503年—公元前1483年），人们在卡纳克（Karnak）修建起了三神灵的神庙，至此女神姆特才成为重要神灵。不过，她的名字据证是在中王国时期出现的。
(203)

 到了埃及第二十王朝（约公元前1184年—公元前1087年），人们把姆特与奈斯联系到了一起，在更晚的时期可以找到这种联系的实证。
(204)

 这的确显示出，姆特和奈斯的身份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已经确定，尽管对于姆特是否只是古老的奈斯的一种新形式，我们仍存疑问。这里需要再次指出，舒、图图和Ḥ(r) kз都被视为奈斯的儿子。
(205)

 因此，奈斯和姆特的对应，雅典娜·阿拉尔克墨纳和阿尔克墨涅的对应，就非常符合舒和Ḥ(r) kз与赫拉克勒斯之间的对应关系。

赫拉克勒斯和中王国的法老

在此我们应该考虑赫拉克勒斯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作为中王国法老的希腊人的形象（约在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800年）。我们下面会看到，尽管这位希腊英雄在灌溉等方面与古王国和中王国的法老们都很相似，但他尤其与中王国的法老相近。人们通常认为赫拉克勒斯来自希腊的底比斯，或者有来自埃及的更早的化身，后者具体而言就是来自埃及的底比斯。
(206)

 就像舒一样，中王国的法老被认为是来自底比斯行省，根据广为流传的希腊故事，希腊人认为第十二王朝的一些埃及法老是伟大的征服者，他们的军队从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一直分布到塞西亚和高加索的科尔基斯。

虽然现代学者承认中王国时期埃及确实在努比亚进行过征服，并且一些学者还倾向于认为埃及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但是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认为色梭斯特里斯（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森乌塞特一世）的征服范围更加宽广，这就是这些学者所不愿承认的了。不过，我会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详细论述这种可能性。如果认可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的说法，那么就不难看出，这些实际发生过的征服事件就是神话人物赫拉克勒斯的征服者身份形成的基础。要建立这种联系，我们只需要认可南部发生的征服是真实的，尽管我们也可反驳说公元前两千纪的希腊人不可能听说过这样遥远的事件。总的来看，中王国的征服行动的规模似乎足以催生出征服者赫拉克勒斯的形象。

如同赫拉克勒斯和后来的希腊众英雄一样，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被认为是处于人类或有死者与神灵的交界处。希罗多德说，赫拉克勒斯是非常古老的埃及神灵，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则是比之要晚得多的人物。
(207)

 另一方面，希罗多德认为，埃及的宗教里并不存在英雄崇拜。
(208)

 艾伦·劳埃德坚持认为，会被埃及人神化的只是：

学者、智者或能力出众的魔法师。这种态度上的不同当然会表明，古希腊和古埃及的文化精神存在本质的差异。
(209)



劳埃德似乎是过于急着进行这样的区分了。实际上，埃及人是在不断地从一个完全有别于其他人的阶级中创造出神灵，那些人就是法老。埃及的法老就像希腊英雄一样，他们具有王室血统，通常英勇无畏，会完成一番伟业。对法老的这种尊崇在第十一王朝和第十二王朝期间最为强烈，后来的人们格外尊重神圣的孟图荷太普二世、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和二世，以及森乌塞特一世和三世，膜拜在后来也非常活跃。
(210)

 这些神灵的称号以Ḥr开头，并且经常重复名字Ḥr，他们是神和人的融合，这与赫拉克勒斯颇为相似。而且，在第十二王朝的巅峰时期，法老与他们的继承者一起统治国家。因此，孔苏、阿尔萨福斯和赫拉克勒斯在埃及与英雄的帝王的孩子联系在一起，这也非常符合赫拉克勒斯和其他希腊英雄的情况。

赫拉克勒斯同父异母的兄弟狄俄尼索斯（其征服源于森乌塞特一世的征服，这将在第六章中进行讨论）率领军队进行征服，然而赫拉克勒斯就像吉尔伽美什一样，总是只身一人或只有一个伙伴。这似乎会把赫拉克勒斯与率领众多军队的埃及法老区别开来，然而在埃及的宣传文本中，尤其是在图画中，所描述的征服行动似乎都是由法老自己完成的，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军队的支持。

我们已经提到了赫拉克勒斯作为大型野兽狩猎者的形象。这也可与埃及法老相对应，因为图画和浮雕都着重描述了法老们蔚为壮观的狩猎活动。希腊作家也提到了色梭斯特里斯卓越的狩猎能力。
(211)



作为水利工程师的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这个人物具有令人困惑的一面，那就是，他扮演了水利工程师的角色。有趣的是，这与中王国和古王国的法老的活动之间也存在着对应关系。英雄们制服敌人，杀死怪物，这都不足为奇，但是开挖运河和隧道就有些不同寻常了。然而这正是围绕着赫拉克勒斯的神话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公元前三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印章上的图像清晰地显示出，一名与赫拉克勒斯非常相似的英雄杀死了长着七个头的怪物。乌加里特的神话把这与杀死名叫Ltn（拉冬）的七头龙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而Ltn显然与乌加里特的河海之神雅姆相关。
(212)

 不过，赫拉克勒斯在完成他的第二项任务，杀死多头怪海德拉［（Hydra）水］时，也在不同支流或河口修筑了堤坝和水利工程。
(213)

 赫拉克勒斯在完成他的第五项任务，清洗奥革阿斯（Augean）的牛厩时，靠的是改变阿尔菲奥斯（Alpheios）河和佩奈渥斯河的流向，用河水冲洗牛厩。赫拉克勒斯还杀死了排出剧毒粪便的斯廷法利斯湖怪鸟（Stymphalian Birds），这让人联想到其他有关排干散发恶臭的沼泽的故事。这里需要指出，在关于奥革阿斯的传说中，一条河流的名称是Peneios（佩奈渥斯），这个名字来自埃及语的Pз nw（洪水），对此我会在下一章中有所讨论。
(214)

 在完成他的第十项任务时，赫拉克勒斯在斯特里蒙（Strymon）河上筑起了堤坝，从而把牛群带回了家。在第十一项任务中，他杀死了怪物拉冬，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拉冬与河流相关的属性。赫拉克勒斯的另一个故事也与河流相关，故事中婴儿赫拉克勒斯在摇篮里扼死了两条蛇，底比斯硬币上所刻绘的一种象征底比斯的图案就是以此为蓝本的。这两条蛇代表着流过底比斯的两条河流，其中一条就是拉冬河。
(215)

 与此相反的被广为接受的传说是，赫拉克勒斯曾经改变了基菲索斯河的流向，使之汇入科帕伊斯湖。
(216)



前面已经提到，赫拉克勒斯这方面的特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闪米特语词根√ḥrr˂√ḫrr（开凿隧道）相关。与之相关的可能还有赫拉克勒斯与“在他的湖泊边的他”，也就是Ḥry š-f/阿尔萨福斯的关联。无论如何，最明确的似乎还是他与中王国的法老之间的对应关系。

希罗多德记录说，名叫敏的国王曾经修建堤坝，来保护位于三角洲源头的孟菲斯。
(217)

 他写道，伟大的第十二王朝的征服者色梭斯特里斯役使战俘完成了建筑和灌溉方面的浩大工程。
(218)

 希罗多德还指出，同样是在第十二王朝，迷宫的修建者，法老莫埃里斯（Moeris）、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曾经参与过灌溉工程。
(219)

 狄奥多罗斯补充了两个稍晚时候的记录。他详细描述了莫埃里斯怎样排干法尤姆地区的水，并利用其调节尼罗河的高度和流量。
(220)

 他还提到了色梭斯特里斯（他称之为Sesoosis）保护城市不受洪水侵袭并改进灌溉设施的活动。
(221)



赫拉克勒斯充当了水利工程师的角色，而在古典的希腊观念中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承担了灌溉和土地拓垦的责任，因此，赫拉克勒斯和埃及法老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相似性。实际上，在被古典时代的埃及人和希腊人神化了的凡人形象与英雄赫拉克勒斯之间无疑存在很强的对应性。亚历山大图书馆馆员埃拉托斯特尼详细描述了这种相似性，他把底比斯第26位国王描写为“塞姆弗鲁克里蒂斯，赫拉克勒斯·哈尔波克拉特斯”，把第34位国王描写为“西斯托斯施弥斯（Sistosichermēs），英勇的赫拉克勒斯”。塞姆弗鲁克里蒂斯的身份难以界定，但是他似乎属于中王国时期。根据有关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和二世的资料，现代学者认为西斯托斯施弥斯指的是色梭斯特里斯一世和/或色梭斯特里斯三世，这令人信服。
(222)

 19世纪的埃及学家赖夏特·莱普修斯（Reichard Lepsius）认为对色梭斯特里斯和赫拉克勒斯的衡量标准具有一致性，并在一篇文章里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从古代评论者的角度看，［赫拉克勒斯和色梭斯特里斯］这两个人在神话中的联系得到了承认并被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223)

 。

要记住，赫拉克勒斯显然可以追溯到剑与双轮战车出现之前的时代。这样，他就与新王国（公元前1575年—公元前1100年）的法老有所不同，因为双轮战车对于新王国的法老既有实际意义也有象征意义。第十一王朝和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则和赫拉克勒斯一样身披狮子皮（也被描绘为身披狮子皮），手执棍棒。
(224)

 中王国的法老在开始统治时或在统治期间就会被神化，或者说是获得神的地位。
(225)

 总之，这种神化并非统治结束后才发生的事情。因此，对于在青铜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以前产生的神话而言，赫拉克勒斯这方面的属性可能是最基本的。第十二王朝的法老尤其受到阿蒙的佑护，作为底比斯的帝王之神，阿蒙是法老的圣父。而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之子，宙斯在希腊的底比斯又与阿蒙尤其近似。第十一王朝法老的名字Mentḥotpe（孟图荷太普）是敬献给蒙特（Mont）或鹰/牛神的，而赫拉克勒斯在某种意义上是拉达曼提斯的儿子，第四章中将会谈到，拉达曼提斯则是蒙特的希腊对应者。前面已经讨论过雅典娜与阿尔克墨涅的对应关系，而在希腊神话中，雅典娜无疑经常帮助并支持赫拉克勒斯。与此相似，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奈斯是孟图荷太普二世的守护女神，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她对于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对于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记述的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现代学者不屑一顾。但是，详细的文字和考古资料有力地支持了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的观点，证实了中王国在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成功。尽管排干法尤姆大湖的主要工程发生在第十二王朝，但是传统上一直认为埃及是在第一位法老美尼斯统治时期开始实行灌溉的，大约是在公元前3400年，这种看法似乎是正确的。考古证据也显示出，埃及古王国时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已经在修筑水坝。
(226)

 足够的证据表明，从森乌塞特一世到森乌塞特三世期间修建了运河，而法老森乌塞特则被认为是色梭斯特里斯的原型，法老莫埃里斯的情况也是一样。
(227)

 Moeris（莫埃里斯）有两种词源，其一是用来命名法尤姆河口附近一个城镇的地名Mr wr（大湖或大的水道），其二是人名Nemaґ
 rēґ
 ，指的是通常被称为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第十二王朝法老，他确实曾在法尤姆地区大规模兴修灌溉工程。
(228)



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些法老的实际成效在神话人物赫拉克勒斯成型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为中王国法老的波伊奥提亚的赫拉克勒斯

在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主要是底比斯的英雄。底比斯被视为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地，他早年的很多英雄事迹都发生在底比斯。在波伊奥提亚也有很多地方对赫拉克勒斯进行膜拜。讨论至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对这些膜拜进行一番审视，从中寻找出其与埃及，尤其是与中王国法老之间的联系——除了那些在讨论有关赫拉克勒斯的神话时已经提及的。

波伊奥提亚西部有两个城市的名称非常相似，并且都膜拜赫拉克勒斯，它们是底斯比埃（Thespiai）和西斯比（Thisbe）。阿斯特指出，这两个名字应该都源于胡里安的暴风之神Teššub的名字。
(229)

 人们之所以认为青铜时代的波伊奥提亚受到了胡里安人的影响，或许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首先，被认为曾在爱琴海地区进行过殖民活动的希克索斯人可能具有胡里安人的血统；其次，在青铜时代末期出现了安纳托利亚的影响。这些内容将在第九章和第十一章中进行讨论。

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名叫赫柏（Hēbē），这也显示出胡里安人的影响与赫拉克勒斯膜拜之间的特殊联系。一些学者证明，她的名字不仅仅意味着“青春”，德国语言学家保罗·克雷奇默（Paul Kretschmer）令人信服地将之与两首神秘的俄耳甫斯赞美诗（Orphic Hymns）中出现的赫普塔（Hipta）联系到了一起，认为二者都应该是源于Teššub的妻子、胡里安女神Ḫebat。
(230)

 赫拉克勒斯与Teššub之间的联系无疑是指向安纳托利亚和南高加索的，不过，这也未必与中王国的法老毫无关联。我在第六章和第十一章中将会说明，森乌塞特一世在这些地区留下了征服的痕迹，在王室和“出击之神”（Smiting God），尤其是Teššub的画像上，都出现了戴着上埃及白色王冠的法老的形象。

帕萨尼亚斯在底斯比埃发现了赫拉克勒斯神庙：比安菲特律翁之子赫拉克勒斯生活的时间更久远，且属于……［更早时］被称为赫拉克勒斯的人，我在推罗和爱奥尼亚的埃里斯莱（Erythrai）也发现了他的神庙。
(231)



前面已经提到了推罗的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膜拜。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说法，埃里斯莱的赫拉克勒斯雕塑“与他们称之为爱吉尼特的（Aiginetan）或最古老的雅典雕塑并不相像，如果说是雕塑的话，那就是纯粹的埃及人的雕塑”
(232)

 。这里有必要指出，在西斯比有一座用来控制水流并提供耕地的大水坝。

在底斯比埃和西斯比，以及在克罗尼亚，赫拉克勒斯都被称为卡洛普斯（Kharops）、赫拉克勒斯·卡洛普斯，更多时候则被称为卡洛普斯·赫拉克勒斯。卡洛普斯这个词似乎意味着“闪亮的眼睛”。不过，另一种可能是，这个名字与传说中雅典的创建者凯克洛普斯相关，后者在哈里阿特斯也有一座神庙。第三卷中还会对凯克洛普斯进行探讨，这里可以说明的是，我将会论述这个名字与ḪprkзRґ
 、Ḫ ґ
 ḫpr Rґ
 或Ḫ ґ
 kзwRґ
 ，即森乌塞特一世、二世和三世姓名中的第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波伊奥提亚的赫拉克勒斯可能还与第十二王朝时期的埃及有着其他的联系。


 结论

关于青铜时代的波伊奥提亚、阿卡狄亚和近东地区之间密切而又持久的联系，这一章只涉及了一小部分的证据。在这一卷后面的内容里，我会关注波伊奥提亚地区很多极其重要的地名的有据可依的埃及和闪米特词源，这些地名包括科帕伊斯、基菲索斯、奥尔霍迈诺斯、米尼安和底比斯本身。在第四卷里，我会探讨一些神话之间同样复杂的对应性，例如埃及和波伊奥提亚神话中的生灵斯芬克斯、对象征太阳的荷鲁斯/Ḫprr和阿波罗的膜拜、对Tm和阿耳特弥斯的膜拜，以及俄狄浦斯和埃及的Kз Mwt.f（他母亲的公牛）之间的对应性。这里我们只是关注了那些与地下水、灌溉和排水相关的内容。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科帕伊斯湖沿岸和底比斯的古老的雅典娜膜拜，似乎对应着与沼泽和拓垦之神奈斯相关的神话。而雅典娜与波塞冬的争斗，似乎也与发生在埃及和利比亚的土地耕作与自然界之间的对抗相似。底比斯的雅典娜·翁卡膜拜显示出，通过埃及的阿努吉斯以及水的流动和对水的控制之间的联系，奈斯/雅典娜与奈芙蒂斯/珀尔塞福涅/厄里倪厄斯之间发生了同化。同样，ґ
 nḳt/翁卡和ґ
 rḳ/alke之间的关系把翁卡和阿尔克墨涅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在埃托尼亚和阿拉尔克墨纳出现的相关的雅典娜膜拜，则显示出雅典娜与阿尔克墨涅之间的对应关系，而阿尔克墨涅既是阿蒙/宙斯的配偶，又是赫拉克勒斯的母亲。在埃及，奈斯则被刻画为第十一王朝法老孟图荷太普二世的圣母。

显而易见的是，底比斯英雄赫拉克勒斯是由多种素材创造出来的复杂人物，其中埃及的渊源尽管未必如希腊人所认为的是最古老的，但是对于赫拉克勒斯这个人物的形成是最关键的。一方面是神灵舒和Ḥry š-f/阿尔萨福斯，另一方面是中王国的法老。我们看到，阿尔萨福斯和法老们为赫拉克勒斯作为水利工程师的功绩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背景。

因此，不仅在科帕伊斯湖和埃及之间存在着希腊化时代的人们看到的对应性，在埃及神话与波伊奥提亚的雅典娜膜拜之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相似性。赫拉克勒斯作为水利工程师的传说，则与中王国法老在灌溉和排水方面取得成就的事实和形象相对应。总而言之，似乎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在整个波伊奥提亚地区，特别是在科帕伊斯湖，古代的水利工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埃及的水利工程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讨论的一些神话似乎是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荷马或赫西俄德都曾提到过这些神话，这表明它们至少在公元前10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但是也有其他迹象显示，这些神话的产生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17世纪。关于这点，最清楚的例子就是把波塞冬和厄里倪厄斯与马匹联系在一起的神话，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马在中东和爱琴海地区还没有大量出现。名字Telphousa/ Thelpousa与名字Tзlbyw、Rb和Libu之间的联系，情况大概也是如此。尽管爱琴海人至少从公元前三千纪伊始就知道了利比亚的存在，但是利比亚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国家与马之间的联系，或许只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才出现的。与此相似，表面上看是胡里安名字的西斯比/底斯比埃和赫柏，可能只是在希克索斯人到达爱琴海地区之后才被引入的。我将在第九章中说明，希克索斯人的到来发生在公元前18世纪末。同样，围绕着奥吉格斯的与火有关的神话，似乎也是在公元前1628年锡拉火山爆发之后才形成的。

我们要寻找神话与膜拜在更加久远的年代里留下的痕迹，这样做的原因将会在下面加以澄清。这里所能说的只是，围绕着赫拉克勒斯、阿尔克墨涅和拉达曼提斯的最基本的神话，可能来自公元前两千纪之初。另一方面，一些神话和膜拜，如波伊奥提亚的雅典娜和波塞冬膜拜，出现的时间可能比这更早。要估算出神话和膜拜存在了多久，就有必要探寻考古证据，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讨论。






(1)
  Theophrastos, Peri phytōn historias
 , Ⅳ. 10. 1; Ⅳ. 59; Peri phytōn aitiōn
 , Ⅱ. 12.4; Pliny, Natural Histrory
 Ⅱ. 95; XⅨ. 1.2.2; Plutarch Sulla
 20.3-5.这些应被视为与Herodotos Ⅱ. 156相关。还应该注意到，塞拉比斯（Sarapis）、阿蒙、伊希斯和阿努比斯（Anubis）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的底比斯都是膜拜的对象，并且在波伊奥提亚南部的塔那格拉（Tanagra）就有一个塞拉比斯的膜拜中心。见Spyropoulos（1972a, p. 25）.这样的膜拜在当时的希腊广为传播，以至我们难以从中获得更多信息。


(2)
  Müller（1820-4, I, p. 92）.


(3)
  Müller（1820-4, I, p. 93）.


(4)
  关于科帕伊斯和基菲索斯，见第三章注释94
 —97
 。关于米尼安，见本书第三章注释48
 和第三卷。关于底比斯，见本书第十二章注释49
 —52
 。


(5)
  Iliad
 , XIV. 321-5, tr. A. T. Murray, Ⅱ, p. 91.


(6)
  Schachter（1981, p. 16）认为，对这两者的膜拜在底比斯是平行的。


(7)
  第一卷，第95页。


(8)
  尚特莱纳认为这源于希腊的selas（火或火炬的光），这似乎是可信的。不过，他无法找到可以让人接受的词源。在selas和科普特语（Coptic）中的埃及世俗体sl-sol之间似乎存在着关联，sl-sol的意思是“灯芯”或“火炬”。这一词根在古埃及语中并不存在，而且切尔尼提出，sol来自闪米特语*sl。阿拉伯语中的ša˂
 la意思是“燃烧”、“火光”。因此，最有可能的假设是，世俗体和希腊语都借用了未经证实的西闪米特语中的*śa˂
 l，这个词的含义是“火”“火焰”“火炬”或“烽火”。


(9)
  Astour（1967a, pp. 170-2）.有关对此的尖锐评论，见Burton（1972, pp. 102-3）。


(10)
  关于放牧在埃及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性，见Hoffman（1979, pp. 236-8）。


(11)
  Pausanias, Ⅸ. 16. 1.


(12)
  见第一卷，第114页。


(13)
  见Ranke（1935-52, I, p. 226）。


(14)
  Gardiner（1957, pp. 428-30）.


(15)
  Herodotos, Ⅱ. 43.


(16)
  Tzetzes, Scholiast on Lykophron
 .接受这种观点的还有Apollodoros, Ⅱ. 4. 12；见Frazer（1921, 1, p. 183, n. 1）的讨论。


(17)
  Strabo, Ⅸ. 2. 18.


(18)
  Pausanias, Ⅸ. 33.1.有人认为，克洛普斯是后来的雅典王，Roesch（1982, p. 214）反对这一看法，而Schachter（1986, p. 113）则支持这一看法。我相信勒施（Roesch）可能是正确的，而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在这里则是使自己的观点合理化。


(19)
  见Fossey（1974, p. 15, n. 40）与Schachter（1981, p. 114, n. 3）。福西引用了沙克特的论文，沙克特则引用了福西的文章。


(20)
  Fossey（1974, p. 15, n. 40）.


(21)
  Schachter（1981, p. 113）.


(22)
  Strabo, Ⅸ. 2. 29.同时参考Pausanias, I. 13. 1; X. 1. 10；Farnell（1895-1909, I, pp. 402-3，n. 61）。


(23)
  Sayed（1982, I, pp. 71-2, 106-14）.


(24)
  Keimer（1931, pp. 151-9）; Hollis（1988, pp. 1-3）.


(25)
  见本书第一章注释58
 。更多的内容请参考本书第三卷。


(26)
  Strabo, Ⅸ. 2. 29.


(27)
  Movers（1841-50, Ⅱ, 1, p. 258）；Bérard, Les Phéniciens et l’Odyssée
 , 2nd. ed., Ⅱ, p. 337，并非Bérard（1902-3）。参考Astour（1967a, p. 140）。


(28)
  用kōthōn来表示“喝水的大杯子”这种含义，要么指的是迦太基的港口，要么只是士兵的幽默表达。有关这一词源的更多内容，请参考Brown（1969, p. 157）。


(29)
  Schachter（1981, p. 113）; Iliad
 , Ⅳ. 8, V. 908.


(30)
  Schachter（1981, p. 113）.


(31)
  Pausanias Ⅸ. 5. 1.


(32)
  Pausanias I. 38. 7. Varro, Res rusticae
 , 3.1.2.


(33)
  Meyer（1928-36, Ⅱ, p. 194）.同时参考Fontenrose（1959, pp. 236-7）。


(34)
  Aischylos, The Persians
 , Ⅱ. 37-40.


(35)
  见下面的第七章注释122
 —123
 。


(36)
  见Pope（1981, p. 170）。在第四卷中，我将进一步讨论利乏音人和他们泥泞的栖居地与希腊的巨人提坦（Titans, Titanes）之间的联系，而提坦的名字与希腊语的titanoi（石膏或淤泥中的人）也存在合理的联系。Astour（1967a, pp. 196-7, n. 3）认为这个名字来自在阿卡德语的ṭiṭu中发现的表示“淤泥或黏土”的闪米特词语，这种说法令人信服。我对Ōgygos和˂
 Ȏg的关系的这部分探讨要感谢Scott Noegel。


(37)
  Astour（1967a, pp. 236-7）展示出利乏音人的√rp˂
 （治疗）一方面与大天使拉斐尔（Raphael）相关，另一方面与蛇相关。


(38)
  Pope（1981, p. 170）.


(39)
  Deuteronomy 3.11.


(40)
  Ezekiel 38, 39以及其他地方。


(41)
  Midrash Bereshit Raba 31. 13; Sanhedrin 108b; Targum Yerushalmi Dt. 2. 11, 3. 10; Yalkut Reubeni on Gn. 7. 22.


(42)
  Astour（1967a, p. 212）.


(43)
  Isaiah 54. 9.


(44)
  Erman and Grapow（1982, I, p. 376）.不过，在Lesko and Switalski-Lesko, 1982—1990中，情况却并非是这样。


(45)
  Gauthier（1925-31, I, p. 208）.


(46)
  Ezekiel 39. 18.


(47)
  Astour（1967a, p. 212）.


(48)
  Zebahim 113b; Sanhedrin 108b; Rosh ha-Shanah 12a; Yerushalmi Sanhedrin 10, 29b; Yelmmadenu in Yalkut 11508 on Isaiah 64. 11.


(49)
  Schachter（1981, p. 113）认为，这种与奥德修斯的联系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很可能是正确的。不过，由于奥德修斯的名字或许含义只是“航海者”，来自埃及语wdyt（远征，旅程，战役）的*wd(yt)w。这可能也适用于赫拉克勒斯，下面将会谈到他与这一膜拜的联系。


(50)
  Pausanias, Ⅸ. 33. 7. Pausanias, VIII. 26. 5-6记录说，阿卡狄亚也有一条叫特里同的河流，距离他们膜拜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和雅典娜的地方不远。有趣的是，这一位置被认为是在皮尼奥斯河（Peneos），我们下面会看到，Peneos这个词来自埃及语的pзnw（洪水）。有关雅典娜的出生和在特里同河附近发生的其他活动，参考Farnell（1895-1909, I, pp. 266-9; 385-6, n. 16）。当然，法内尔相信，利比亚的特里同这个名字来自希腊人名。


(51)
  Herodotos. Ⅳ. 178.


(52)
  Apollonios Rhodios, Ⅳ. 149; Diodoros, Ⅲ. 53. 4; Pliny, Natural History
 , V. 28.


(53)
  关于tr从twr的衍生过程，参考Erman and Grapow（1925-31, V, pp. 255, 318）。


(54)
  Schachter（1981, p. 113）.


(55)
  Lactantius on Statius, Thebaid
 , VII. 330.见Schachter（1981, p. 112）。


(56)
  参考Farnell（1895-1909, I, pl. xv）; Schachter（1981, p. 122）。


(57)
  Schachter（1981, pp. 120-1）.


(58)
  Sayed（1982, I, pp. 101-6）. 关于在普里埃内发现的雕像和硬币，参考Farnell（1895-1909, I, p. 338）。


(59)
  Sayed（1982, I, pp. 51-62）.


(60)
  Sayed（1982, I, pp. 31-2）.


(61)
  Pyramid Texts
 508-9. Sayed, doc. 196（1982, I, pp. 31-2）.萨耶德为该文本所有公开发表的翻译版本提供了参考。


(62)
  Sayed（1982, I, pp. 61-2; Ⅱ, pp. 319-20, doc. 287）.


(63)
  Sayed（1982, I, pp. 67-9）.同时参考Hollis（1987b, pp. 8-9）。


(64)
  有关奈斯战胜塞特和阿波比的资料，参考Sayed（1982, I, pp. 72-6）。有关塞特与波塞冬的对应，参考第一卷，第66—67页。在本书第四卷中还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65)
  Farnell（1895-1909, I, pp. 270-1）.


(66)
  第一卷，第303—306页，第320页。


(67)
  Burkert（1985, p. 221 ）.


(68)
  Burkert（1985, p. 221 ）.


(69)
  关于塞特的特征，参考Rundle-Clark（1959, pp. 114-15）。


(70)
  Fontenrose（1959）.


(71)
  Burkert（1985, p. 221）.


(72)
  Schachter（1986, pp. 211-14）.


(73)
  Pausanias, Ⅸ.33. 1; Strabo, Ⅸ.2. 36.


(74)
  Thebais schol. on Iliad
 , XⅪI. 346-7.


(75)
  Pausanias, VIII.25.4-7; 42.1.同时参考Bérard（1894, pp. 136-7）。


(76)
  出现在一枚阿卡狄亚硬币上的不同的Eriōn，似乎可以证实这种联系。参考Schachter（1986, p. 222, n.5）。Eris（冲突，争斗）没有印欧语的词源，它很可能源自西闪米特语词根√ḥrr（烧焦，点燃），在Proverbs 26.21中用来表达“引发争端”的含义。有关这一词根的更多资料，参考下面对赫拉克勒斯的说明。


(77)
  Fontenrose（1959, p. 368, n. 5）.


(78)
  关于这一点，以及与抹大拉的玛丽亚（Mary Magdalene）的对应，我们将在第四卷中详细讨论。


(79)
  有关奥西里斯的版本，参考Plutarch, De Iside
 ... , 356F, 366B-C。关于塞特的父亲身份，参考Budge（1904, p. 378）和Graefe（1984, Ⅳ, col. 459, n. 20）未发表过的资料。


(80)
   参考Bérard（1894, pp. 136-7）与Fontenrose（1959, pp. 47, 421）。


(81)
   Hymn to the Pythian Apollo
 , 244-76.


(82)
   Bérard（1894, pp. 136-7）.


(83)
   Fontenrose（1959, p. 47, especially n. 5）.有关gē和得墨忒耳之间的关系，参考第一卷，第57页。


(84)
  关于这一点的完整参考文献，见Snowden（1970, pp. 307-8, n. 6）。


(85)
  André（1948, pp. 44-53）.


(86)
  参考本书第九章注释99
 和第十章注释9
 。


(87)
  Lewy（1895, p, 139）; Astour（1967a, p. 130）.印欧学家倾向于认为，erebos来自梵语和亚美尼亚语词根*regu
 os（黑暗）。另一个表示“西方”的闪米特词语˃
 aḫǎrôn，出现在地名Acherōn中，表示的是在膜拜和神话中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河流，位于希腊西北的遥远地区。见Astour（1967a, p. 314）。


(88)
  Plutarch De Iside
 ..., 366B. trans. Babbit, p. 93.


(89)
  Knauss（1987a, pp. 43-6, 1987b, p. 3）.


(90)
  比如说，可以参考Fontenrose（1959, pp. 177-81）。


(91)
  Fontenrose（1959, pp. 370-2）.


(92)
  Astour（1967a, pp. 226-7, 250-71 ）.


(93)
  Hesiod, Theogony
 . 282-3.


(94)
  Strabo, Ⅸ. 2. 25.


(95)
  Bérard（1894, p. 116）和博沙尔一样，认为这个名字来自√pgh（缰绳）。考虑到有关雅典娜把缰绳套到珀伽索斯身上的神话，这样的词源似乎是合理的。这一形式在《圣经》的希伯来语中未被证实。然而，pag有时也表示“马笼头”，而pagå˂
 （马嚼子）的确在公元1世纪后出现在了阿拉姆语（Aramaic）和新希伯来语中，因此这个词根非常有可能在此前很早就已经存在。考虑到Bellerophon的闪米特语词源，那么Pegasos的这个词根在这个神话的形成过程中很有可能也起了作用。96.见Breasted（1906, Ⅲ, § 589; Ⅳ, §111）。


(96)
  参考Breasted（1906, Ⅲ, §589；Ⅳ, §111）。


(97)
  Pindar, Pythian Ode
 , Ⅳ. 2；Kallimachos，引用于Strabo, X. 5.1；XⅥ. 3.21。其他材料参考Bates（1914, pp. 96-7）。


(98)
  Bates（1914, p. 97）.


(99)
  Breasted（1906, Ⅳ § 111 ）.


(100)
  参考Lhote（1959, pp. 122-8）。


(101)
  Herodotos, Ⅳ. 170-93.


(102)
  Herodotos, Ⅳ. 189.


(103)
  Ilaid
 , Ⅵ. 184-5; Odyssey
 , ⅪI.81-5.


(104)
  Bernal（forthcoming）.


(105)
  见Gardiner（1947, Ⅱ, pp. 5, 28-9）。


(106)
  Procopius, History
 , I. 19.29; Pliny, Natural History
 , VI, 35; Arkell（1961, p. 178）; André（1948, pp. 44-53）.人们通常认为，希腊词语oasis（绿洲）来自埃及语的wḥзt，科普特语中的uahe。


(107)
  Procopius, De Bello Persico
 , I. 1929-31，引自Bates（1914, p. 236）。


(108)
  Gauthier（1925-31, V P. 21）.


(109)
  Herodotos, Ⅱ.50.


(110)
  Lloyd（1976, pp. 237-8）.


(111)
  见第一卷，第67页。


(112)
  Herodotos, Ⅳ. 180 and 188.


(113)
  Dennis（1848, I, p. 109）.


(114)
  有关表示民族的后缀-n，参考Gordon（1966, § 8.60）。没有理由认为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形式的Nethun要比拉丁语中的Neptune更加古老。Nethun似乎更有可能源自Neptune，而非相反的情况。关于罗马人对于Nbty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见Winkler（1985, pp. 309-18）。


(115)
  关于Delphos，见本章注释84
 。关于词干Delph-的意义，见第四卷。


(116)
  Gauthier（1925-31, V, P. 27）.


(117)
  关于Rb和Libu，见Gardiner（1947, I, pp. 121-2）。


(118)
  见Odyssey
 , Ⅳ. 85和XⅣ.295。


(119)
  有关Tilphousa/Telphousa/Thelpousa完整的参考资料，见Fontenrose（1959, p. 367, n. 3-4）。


(120)
  见本章注释86
 。


(121)
  见本章注释83
 —84
 。


(122)
  Frazer（1898, Ⅳ, 262-3; 286）.


(123)
  关于这点的更多情况，见本书第三章，注释85
 —86
 。


(124)
  Astour（1967a, p. 214）。关于乌加里特的对应者，见Gray（1956, p. 32）；关于《圣经》中的对应者，见Pope（1973, p. 30）。把阿卡狄亚的拉冬河与大蛇或龙联系到一起的传统，似乎一直延续到了现代的地名Drakovouni（“龙山”）之中，表示的是位于河流源头附近的山脉。


(125)
  Hesiod, Theogony
 , 333-5。实际上在《神谱》中并没有给这条蛇起名字。不过，关于这条蛇与Ladōn的对应性，参考West（1988, p. 258, 1.334）。


(126)
  Pistis Sophis
 , 287-9; Budge（1934, pp. 357-79）; Fontenrose（1959, PP. 234-7）.


(127)
  见本书第七章注释107
 —118
 。


(128)
  Scholiast on Apollonios Rhodios, Ⅳ. 1396.


(129)
  Astour（1967a, p. 214）.


(130)
  Fontenrose（1959, p. 369）.


(131)
  关于Anuket（is），参考Otto（1975c, cols 333-4）。关于Onka的这一词源，参考Bérard（1894, p. 140）。


(132)
  Herodotos, Ⅱ. 28.关于这些假想中的泉水不可低估的复杂性，见Lloyd（1976, pp. 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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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元前三千纪埃及对波伊奥提亚和伯罗奔尼撒的影响（第二部分）：考古证据

我在上一章里尝试着理清有关波伊奥提亚的一些神话和传说。在希腊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与之相类似的神话传说，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的阿卡狄亚。相似的地名和大量排水方案的实物证据，都显示出两地的相似性。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排水方案是受到了埃及水利工程的启发。

我在第一卷里论述过，埃及和黎凡特对希腊造成影响的关键时期是公元前两千纪，特别是公元前1730年到公元前1600年，我认为这一时期希克索斯人在爱琴海地区定居下来或进行了“殖民”。经过进一步的探索后，我认为重大影响出现得比这更早。对希腊大陆的一些影响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发生的，那是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陶器时期，时间上恰好与埃及古王国对应。其他影响主要发生在克里特，但是也波及了其他地方，时间上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800年的埃及中王国时期，也就是克里特的弥诺斯早期三段到弥诺斯中期三段的陶器时期。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考察第一种影响，其他影响则在这一卷后面的内容里进行探讨。

波伊奥提亚的灌溉工程无疑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但是对于它们究竟是在青铜时代的哪个时期开始建造的，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议。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波伊奥提亚的灌溉工程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兴建的。阿卡狄亚的水坝的修筑时间更难确定，不过它们可能与波伊奥提亚的灌溉工程一样古老。在科帕伊斯湖以北的奥尔霍迈诺斯发现了埃及式的粮仓，它们的年代似乎也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波伊奥提亚经济的特点是：其高度复杂化的经济以灌溉为基础，并且受到了埃及的很大影响。下面这一发现又进一步印证了这点：在底比斯存在着大型墓葬，墓葬的挖掘者西奥多·斯皮罗普洛斯认为它可以被定性为“金字塔”，时代是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

尽管在伯罗奔尼撒东北的阿尔戈斯地区没有发现青铜时代的金字塔，但是在梯林斯附近发现了青铜时代的大型水坝和希腊青铜时代早期的埃及风格的大型粮仓。此外，在阿尔戈斯湾尽头距离勒纳不到2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早期的大规模建筑的遗迹。这些都显示出，在阿尔戈斯地区可能也曾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城邦深受埃及的影响。在希腊南部和中部的不同地区发现的若干“瓦片房屋”也显示出这些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政治组织，或者至少存在着社会凝聚力。

宗教膜拜、神话、地名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都清晰地显示出，波伊奥提亚和希腊其他地区在青铜时代受到了埃及和黎凡特的很大影响。实际上，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影响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尽管这一时期可能存在着埃及在某种形式上对爱琴海一些城邦的统治，但是除了一些传说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证实上述影响是埃及或黎凡特早期殖民的结果。因此，尽管在公元前三千纪的青铜时代早期和公元前两千纪的青铜时代晚期，近东和爱琴海地区之间有很多地方相互对应，但是一直到青铜时代晚期，才出现埃及或黎凡特的统治者直接控制这一地区的实物迹象。


 斯巴达人的考古：阿尔克墨涅之墓

在探究公元前两千纪和三千纪的考古证据之前，我想先从一份古代的考古发现记录谈起。

公元2世纪时，普鲁塔克在作品中引用了他声称是同时代人的描述，内容是有关在那之前四百多年时的一项考古发现。公元前382年到公元前380年，在斯巴达占领了波伊奥提亚期间，一些斯巴达人奉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Agesilaus II）之命对科帕伊斯湖南岸哈里阿特斯城附近的一座墓葬进行了挖掘，那就是人们所认为的阿尔克墨涅之墓。

在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遗骸，只有一块石头［有关该文本的其他解读显示出可能存在一具骨骼］和一个不大的青铜手镯，还有两个装着土的陶罐，现在土已经石化，成了坚硬的一团。置放在墓葬前的青铜碑上刻着长长的铭文，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尽管青铜洗净之后文字非常清晰，但是谁也看不懂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碑文的字母具有独特的结构，是外国文字，与埃及文字非常相似。据说，阿格西劳斯曾相应地给国王［法老Nḫt nbf，内克塔内布（Nektanebēs，公元前379年—公元前363年）］送去了碑文的复制品。……斯巴达人带着阿格西劳斯的长篇文件资料来到孟菲斯，将其交给神的代言人克努菲斯（Chonuphis）。柏拉图、佩帕里苏斯的埃洛皮翁（Ellopion of Peparethus）和我，西米亚斯（Simmias），在这段时间都曾与克努菲斯进行过很多哲学讨论。斯巴达人带来了国王的命令，要求克努菲斯翻译资料的内容，如果能够翻译出来，就立刻把译文送交国王。克努菲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三天，比对古代书籍中的各类文字，然后给国王写了回复，同时也告知了我们回复的内容。他说，这份文件资料是在下命令举办一场竞赛献给缪斯（Muses）；这些文字具有国王普洛透斯（Proteus）时代通行的字母形式，是安菲特律翁之子赫拉克勒斯曾经学过的；神祇赫拉克勒斯用这一碑文教导和要求希腊人要时刻把哲学作为争论的领域所在，把武器放到一旁，通过呼告缪斯和彼此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关于正确和错误的争端，从而享受悠闲和平的生活。
(1)



从这段文字中能够看出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斯巴达人控制了波伊奥提亚，并且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掌控了军队。我们无从得知，阿格西劳斯为什么会下令挖开墓葬。但是这很可能与他的保护者和爱人、斯巴达统帅来山得（Lysander）有关，这位史上著名的残忍无情的将军在公元前395年于哈里阿特斯被杀，时间距离此时有16年。向导帕萨尼亚斯写道，来山得的墓葬就在哈里阿特斯附近。不过，当代学者彼得·列维认为，来山得这个名字或许与古代坟冢有关。
(2)

 尽管这种情况的逻辑还不明确，但是对阿尔克墨涅墓葬的挖掘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斯巴达人开始热衷于对来山得的“英雄”膜拜有关。无论如何，与来山得的联系都增添了普鲁塔克这段引用的可信度。

墓葬中发现的物品平淡无奇，上面这段描述也足够详细，因此这段有关此次挖掘发现的记录看起来非常可信。这里讲述的不是关于大蛇、巨大骸骨或珍贵宝藏的故事。读过《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人如果接受了古代模式的思路框架，那么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认为这处古代遗迹和字碑属于埃及人这一点，他们并不会感到惊奇。至于波伊奥提亚的阿尔克墨涅墓葬为什么会有这种可能的归属，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因此，即使是对此表示怀疑并曾经就这一发现写过优秀文章的J.施瓦茨（J. Schwartz），也接受了普鲁塔克故事中的这一部分。
(3)



人们也知道，阿格西劳斯的一生都与埃及有关。公元前396年，法老内法阿鲁德（Nepheritēs）一世曾给阿格西劳斯二世提供补给，支援斯巴达远征波斯的军队。阿格西劳斯一生积极征战，最终于公元前364年死在帮助埃及攻打波斯人的雇佣军远征途中。
(4)

 为哲学家撰写传记的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曾经这样记述过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Eudoxos of Knidos）：“他与医生克利西波斯（Chrysippus）前往埃及，带着阿格西劳斯写给内克塔内布的介绍信，前者把他推荐给了神职人员。”
(5)

 欧多克索斯和克利西波斯都来自尼多斯，这是斯巴达在卡里亚的一处殖民地，在公元前390年被斯巴达占领。因此，尽管欧多克索斯曾经在雅典度过一段时光，但他和克利西波斯很有可能是斯巴达派往埃及新法老那里的代表团成员。不过，事件发生的时间仍是个问题。根据第欧根尼的说法，欧多克索斯在离开雅典之后立刻就前往了埃及，那时他23岁，这肯定是在公元前381年以前。当然，这样的时间完全符合该代表团被派遣的时间。矛盾的出现或许是由于对他年龄的记录有错误，或许是由于没有考虑他在离开雅典和到达埃及中间所做的一些旅行。在内克塔内布于公元前379年开始统治和公元前363年结束统治的时候，阿格西劳斯都很有可能与之有过沟通交流。
(6)

 实际上，公元前379年这个年份尤其重要。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独裁者埃瓦戈拉斯（Evagoras）曾经反抗过波斯人，然而恰在这时向波斯人投降了。而在同一年，内克塔内布推翻了第二十九王朝的最后一个法老，该王朝是由阿格西劳斯的昔日同盟内法阿鲁德一世创立的。既然没有了其他同盟军，那么对于埃及的这一新王朝而言，为了把波斯人阻挡在海湾之外，巩固与希腊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极其重要。

古老的传说认为，欧多克索斯曾经跟随名叫克努菲斯的祭司学习，这加强了欧多克索斯、代表团和誊写出来的铭文之间的联系。
(7)

 柏拉图在埃及时也很可能与克努菲斯进行过哲学讨论，那大约是在公元前390年。
(8)

 这为欧多克索斯受到推荐和阿格西劳斯二世对翻译的要求增添了可信性。故事中谈到斯巴达人把文件资料送到埃及法老那里，法老则请克努菲斯进行解读，这似乎极有可能是真实的。

不过，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墓葬中发现的物品是埃及的。实际上，它们是不可能属于埃及。青铜手镯和陶罐显示出它们极有可能属于青铜时代早期或中期（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1700年）或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200年）。墓葬前的青铜碑更成问题，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在埃及、黎凡特或爱琴海文化中都从未被发现过。不过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就不相信这份记录。在这几种文化中都可能出现放在墓葬前的青铜碑。实际上，刻在碑上的符号也不可能是象形文字。挖掘记录中说，“这些文字具有国王普洛透斯时代通行的字母形式，是安菲特律翁之子赫拉克勒斯曾经学过的”，它们实际上似乎最有可能是B类线形文字，或者也有可能是A类线形文字或楔形文字。
(9)

 假如铭文是某种形式的埃及象形文字，我们就无法解释克努菲斯在解读碑文时明显遇到的困难，因为象形文字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及祭司来说应该是相当容易读懂的。

这个故事中最不可信的部分就是克努菲斯在翻译文本时把含义解读为：赫拉克勒斯

命令举办一场竞赛献给缪斯……神祇赫拉克勒斯用这一碑文教导和要求希腊人要时刻把哲学作为争论的领域所在，把武器放到一旁，通过呼告缪斯和彼此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关于正确和错误的争端，从而享受悠闲和平的生活。

不过，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一叙述不值得关注。考虑到哈里阿特斯地区对缪斯的集中膜拜，那么如果这一记录是准确的，克努菲斯就很有可能对波伊奥提亚有所了解。埃及祭司选择了赫拉克勒斯，这也非常重要，而且肯定是精心而为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埃及和波伊奥提亚的赫拉克勒斯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古代联系。而且，把青铜时代的一座墓葬归于来山得，或许是为了使波伊奥提亚的一部分“永远属于斯巴达人”，除此之外，由于赫拉克勒斯既是底比斯的英雄，也是自称为赫拉克勒斯后裔的斯巴达国王的传说中的祖先，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叙述中提到赫拉克勒斯的目的是让斯巴达人在波伊奥提亚的存在合法化。由于不久前斯巴达人占领底比斯卫城时在阿格西劳斯的许可下亵渎了圣地，从宗教角度来看，斯巴达人的统治实际上是非常不稳固的。
(10)

 另一方面，克努菲斯的文案读起来不像是斯巴达人的宣传，因为斯巴达在这个阶段正穷兵黩武地投入两败俱伤的战争之中。实际上，这读起来更像是演说者伊索克拉底（Isokrates）在公元前380年发表的演说《颂词》（“Panegric”），在演说中他号召整个希腊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团结起来，以此与波斯抗衡。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份“翻译”的内容是埃及人在呼吁希腊人团结起来对付波斯，背景或许就是斯巴达人的霸权。不过，公元前377年，雅典海军将领卡布里亚斯（Chabrias）在加强了波伊奥提亚的底比斯对斯巴达的防御阵线之后率队来到埃及，埃及终于得到了援助。
(11)



不难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认为这里的铭文属于埃及语。除了古代模式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的盛行之外，还有其他特别的原因把埃及与阿尔克墨涅、阿尔克墨涅的丈夫拉达曼提斯和儿子赫拉克勒斯、位于科帕伊斯湖边的哈里阿特斯的墓葬，乃至底比斯和波伊奥提亚整体联系到一起（对此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有所了解）。


 安菲翁和仄托斯的墓葬

现在我要从古代考古回到现代考古学。底比斯城现今仍然存在，因此要在这里进行挖掘就格外困难。这就使人们难以完整地了解底比斯在所有发展阶段的全部历史和史前的情况，尤其困难的是重构希腊青铜时代早期底比斯的基本面貌。青铜时代早期二段（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400年）和青铜时代早期三段（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2050年）留下了一些房屋遗迹，其中包括一些“瓦片房屋”的遗迹。“瓦片房屋”与阿尔戈斯地区的勒纳以及其他地区发现的遗迹类似，这些房屋似乎是用作宫殿和/或议会厅的。
(12)

 或许底比斯在公元前三千纪已经是重要的中心了。位于底比斯的一座纪念碑完全可以说就是座金字塔，这更加深了我们对底比斯的重要性的印象。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波伊奥提亚考古界的长官（Ephor）或权威人士西奥多·斯皮罗普洛斯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他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其中的两篇文章与埃及人在波伊奥提亚存在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直接相关，一篇的标题是《埃及在波伊奥提亚的殖民情况》（“Egyptian Colonization of Boiotia”），另一篇的标题是《考培亚克地区研究介绍》（“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paic Area”）。斯皮罗普洛斯所描述的埃及在波伊奥提亚的殖民情况基于两个重要的考古遗址——所谓的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以及用来排干科帕伊斯湖的错综复杂的水坝和水道网。

1981年，斯皮罗普洛斯出版了一本书，其中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遗址。这是位于底比斯城以北的一个大土丘，位置在恰好处于围绕着底比斯的两条溪流的交叉处的陡坡上。这个土丘传统上被认为是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据信，赫西俄德曾写道，安菲翁和仄托斯“靠弹奏竖琴建起了底比斯的城墙”。上一章里我们提到了底比斯与项链以及哈墨尼亚的联系，考虑到这种联系，带弦的乐器形象就值得注意了。
(13)

 根据荷马的说法，孪生兄弟“安菲翁和仄托斯首先建起了有七座城门的底比斯城的基座，然后为它围起了城墙，因为他们不论多么强大，都无法居住在没有围墙的宽阔的底比斯”
(14)

 。他们的敌人显然是野蛮的部族，包括艾奥尼人（Aones）、特麦克人（Temmikes）、海安蒂人（Hyantes）、利利格人（Leleges）和佩拉斯吉人，这些部族或者来自本地，或者是来自南方的阿提卡［第一卷用了很长的内容讨论佩拉斯吉人以及艾奥尼人和海安蒂人源自埃及语ἰwn(t)yw（蛮族）的名字来源
(15)

 ］
(16)

 。按照荷马的观点，安菲翁和仄托斯似乎是对这一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外来者。赫西俄德和其他早期作者，还有公元前6世纪的神话收集者斐勒库德斯，都认为这对孪生兄弟是底比斯最早的创建者（第二章中讨论过，奥吉格斯在神话中是后来被称为波伊奥提亚的地区的第一位国王，但他并不是底比斯的创建者）。
(17)

 根据斐勒库德斯版本的底比斯历史，安菲翁和仄托斯的城市是为了抵御佩勒吉人（Phlegyans）才修建的。佩勒吉人似乎是来自北部的塞萨利，他们在这对孪生兄弟死后摧毁了这座城市。实际上，名字Phlegyan的词源可能是埃及语中的Pз rḳ(y) w（敌人）。人们认为，卡德摩斯和他统领的卡德摩斯人在很久之后于已毁城市的原址上重建了底比斯。
(18)



不过还有一种流传广泛的传说，那就是，腓尼基人卡德摩斯不仅是底比斯的一个
 创建者，而且是这座城市唯一的
 创建者。在西闪米特语中qedem不仅意味着“东方”，也意味着“古老的”。不论如何，其他一些被证实为后代的传说认为卡德摩斯是底比斯的第一个殖民者。这些都涉及如何看待安菲翁和仄托斯的问题。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赫拉尼科斯（Hellanikos）和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斐洛考鲁斯（Philochoros）等人只是颠倒了顺序，把孪生兄弟置于卡德摩斯之后。
(19)

 帕萨尼亚斯依循了这一版本，但他主张，由安菲翁和仄托斯建造的底比斯位于卡德摩斯建立的卡德美亚（Kadmeia）之下。
(20)

 不过，与之类似的版本都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后来的底比斯国王当然都被认为是卡德摩斯的后代，这样的话，重构卡德美亚就是必要的了。公元前5世纪的作家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Hekataios of Miletos）和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埃福罗斯（Ephoros）避开了这种复杂性，公元前1世纪的斯特拉博则采纳了他们的观点。这些人简单地否定了荷马的版本，声称安菲翁和仄托斯创建的不是底比斯，而是西南方的尤特西斯（Eutresis）。
(21)



关于安菲翁和仄托斯的传说，已被证实的最早版本的可信性似乎没有理由遭到否定，尽管孪生兄弟建起一座城市显然是一个民间故事的主题，例如传说中罗马就是由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创建的。尽管没有证据能够显示，后来的“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在青铜时代就被这样指称，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比这更早的名字。埃斯库罗斯似乎提到过这个地方，并且到了帕萨尼亚斯的时代，这个地方已经成了圣地。
(22)

 实际上，正如现代学者约安尼斯（Ioannis）和伊夫林·卢卡斯（Eveline Loucas）所强调的，这个地点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神圣的，在将近三千年里没有被继续动工修建过。
(23)

 同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这个城市中目前最古老的大型建筑。在20世纪，这座小山被挖掘过几次，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希腊青铜时代早期和晚期的墓葬。
(24)

 1971年曾进行过挖掘的西奥多·斯皮罗普洛斯认为，这一结构是阶梯式金字塔，由土堆成三层，顶部是由被太阳晒干的砖构成的核心部分，里面是一座石构墓。令人惊奇的是，斯皮罗普洛斯发现墓葬中有两处墓坑的痕迹，这正符合有关孪生兄弟的传说。

这座墓葬在古代曾遭洗劫，但是三件小型黄金项链坠饰逃过了盗墓者的眼睛，它们的形状是百合花，双螺旋的顶端重叠成“莎草”形状并饰有一些珍珠。
(25)

 珠宝的地理来源并不确定。我会在下一章中说明，在青铜时代，埃及对克里特和爱琴海地区的首饰产生了很大影响。
(26)

 特别是莎草形状的装饰，其追根溯源是来自埃及的，不过由于该主题
 这一时期在克里特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我们就不能以此判定该首饰是埃及制造的了。首饰制造的时间似乎也是在公元前三千纪，这没有多少问题。根据这些首饰和在墓葬中发现的一些陶器碎片，斯皮罗普洛斯认为这座墓葬建于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陶器时期，在本书中这一时间段是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400年。
(27)

 波伊奥提亚助理文物研究员萨兰蒂斯·西米奥诺格鲁（Sarantis Symeonoglou）写过一部详细的《底比斯地形》（Topography of Thebes
 ），他否定了这种较早的年代划定，把墓葬中陶器的时间定为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这个时期的哪个时间段。
(28)

 不过，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斯皮罗普洛斯的结论，认为墓葬的年代是在青铜时代早期，我似乎也找不到理由对此进行质疑。
(29)



虽然人们可以接受对这座墓葬的年代界定，但是斯皮罗普洛斯把墓葬的主人归于埃及，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尽管墓葬修建的时间早于印欧人来到这里的时间即青铜时代早期二段末期，雅利安主义者仍然试图将之描述为库尔干式的（Kurgan）——这是在俄罗斯南部和巴尔干地区发现的一种土丘墓葬，人们认为它体现了讲原始印欧语的人的特点。
(30)

 这种对比是牵强的，因为库尔干人的坟是平的，而且都是用土和石头修筑的。与这种模式完全相反，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的坟丘精心堆出了台阶，顶部是砖结构，墓葬修在已有的小山上，里面有很多艺术品，这些看起来似乎是与葬礼中的膜拜仪式有关。
(31)



斯皮罗普洛斯认为，石棺前设有两个壁龛的空间，是相当于入口竖井或斜坡甬道（dromos）的门廊，并把这与在塞浦路斯的拉皮索斯（Lapithos）和恩科米（Enkomi）发现的墓葬相比。
(32)

 英戈·皮尼（Ingo Pini）写过一本关于克里特墓葬的优秀著作，他相信克里特人墓葬中的甬道（dromoi）是受到了埃及的影响。
(33)

 斯皮罗普洛斯也看到了这座墓葬与克里特人的长方形竖井墓葬之间的直接关联，而克里特人墓葬的原型显然在埃及。
(34)

 不过，他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克里特人的墓葬属于公元前两千纪早期的古代宫殿时期，要晚于他所划定的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的年代。

在希腊更靠北方的喀罗尼亚（Charonea）和莱夫卡斯（Leukas），有一些与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同时代的坟冢，人们试图把二者相提并论，结果却并不令人信服，这座墓葬在希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35)

 奇怪的是，在欧洲，与这座墓葬相似的距离最近的墓葬是西尔布利山（Silbury Hill），它就在埃夫伯里（Avebury）著名的巨石阵外。这座用白垩精心建造的阶梯式金字塔相当古老，修建时间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世纪或公元前27世纪，与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的修建时间基本一致。埃及的大金字塔现在被认为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800年修建的，它们就出现在埃及大金字塔建成的三个世纪之后。
(36)

 尽管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学者们对这一观点不屑一顾，但是我并不怀疑，西尔布利的建造者了解同时代的埃及金字塔。
(37)

 另一方面，至少可以说，在埃及第三王朝或第四王朝，威塞克斯（Wessex）根本不可能存在埃及人的殖民统治。

至于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同样清楚的是，它的建筑者知道埃及金字塔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似乎已经建好，但是阶梯式金字塔此时在埃及已经不再流行。
(38)

 这种反驳并不像看起来那样重要。原因是，首先，我们不可能说出，在漫长的陶器时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400年），这座墓葬具体是在哪一年修建的；如果是在陶器时期开始时，那么就与埃及第三王朝（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920年）同时，而最大的阶梯金字塔就是在这时修建的。其次，事实是，阶梯金字塔在表面平滑的金字塔发展起来之后仍然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而且还在继续被建造。第五王朝法老纽塞拉［（Niuserrēґ
 ）约公元前2700年］的太阳神庙就修成了阶梯式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假定，第三王朝法老左塞尔［（Djoser）约公元前3000年］的阶梯式的大金字塔在几个世纪后的第五王朝仍然显得非常神圣庄严。
(39)

 第三，很简单，在本国不再流行的风尚很可能会传播到国外。

约安尼斯和伊夫林·卢卡斯考虑到了美索不达米亚阶梯式的金字塔形神塔（ziggurat）的影响。
(40)

 不管怎样，他们显然是十分正确的。金字塔形神塔就像金字塔一样是神圣的建筑，具有让人进入天国的象征意义，金字塔可能就是由其发展而来的。似乎没有多少疑问的是，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之所以在几千年里一直保有非凡的神圣地位，正是因为这一功用，也因为这里在实际上或在传说中是帝王英雄的埋葬地。似乎同样清楚的是，这个地方被视为波伊奥提亚广袤肥沃的平原的源头。

帕萨尼亚斯在记录中说：

仄托斯和安菲翁通常的纪念碑是一个小土坟。人们从福基斯（Phokis）的蒂索雷阿（Tithorea）来到这里想带走一些土壤，他们的想法是要在太阳位于空中金牛座（Taurus）的位置时把土带走。如果他们能把土从这里带走，并将其撒到安提俄珀（Antiope）［神话中孪生兄弟的母亲］的坟上，庄稼就会在蒂索雷阿而不是在底比斯的大地上长出来。

帕萨尼亚斯接着还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演说家巴基斯（Bakis）的话来呈现这一古老传说。
(41)



在帕萨尼亚斯的时代（公元2世纪），蒂索雷阿拥有在希腊为伊希斯修建的最神圣的神庙，埃及的仪式在这里曾得到严格的遵循。
(42)

 我们无从得知这一传统始于何时，或许是在希腊化时期，甚至是在罗马时代，这一传统就已经确立起来，成为第一卷中提到过的埃及化运动的一部分。
(43)

 无论如何，这一特别的膜拜应该“是埃及式的”，这很有趣。不过，帕萨尼亚斯所引用的巴基斯的话类似于荷马式的《盖亚赞美诗》（Hymn to Gē
 ）和欧里庇得斯散佚的悲剧《安提俄珀》（Antiope
 ）中的片段，这些都显示出，有关竞争对抗的传说，以及有关相信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上的土壤具有魔力的传说，都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
(44)



这里需要注意，中王国的法老仍然在建造金字塔，其中大多数都俯瞰着法尤姆的沼泽湖泊，同时他们正在排干法尤姆的湖泊，将之变成极其肥沃的平原。尽管这些金字塔比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时代更晚，但它们为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提供了有趣的参照，尽管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高耸于底比斯平原之上，而非与法尤姆对应的科帕伊斯湖。底比斯墓葬的修建者建起了这座模仿金字塔的建筑，作为王室成员的墓葬，并且墓葬的修建需要大量财富和人力，但这些事实并不能证明修建者就是埃及殖民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件与墓葬有关的物品可以确定是来自埃及的。不过，斯皮罗普洛斯对埃及殖民的推测并非仅仅以这座墓葬作为基础。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科帕伊斯的大规模水利工程，他同样认为这些工程修建于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陶器时期，不过他把这一时间界定为在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300年，而本书的界定是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400年。


 排干科帕伊斯湖

科帕伊斯湖区是位于波伊奥提亚西北地区的平坦盆地，面积约为350平方公里。基菲索斯河和其他更小的河流汇入其中，不过波东（Ptoon）山截断了其向东延伸和水流入海的路径。不过，石灰质的山上满是岩洞，因此通过人为干预和自然的力量，科帕伊斯湖的湖水可以通过地下暗河或灰岩坑（katavothres）流入海中。毫无疑问，在青铜时代的很长时间里，复杂的水坝和圩田系统使基菲索斯河沿着平原北部流动，注入改造过的灰岩坑和大海，于是河流的大部分河床在冬天都会干涸，在夏天则会得到灌溉。这一系统或许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结束时（约为公元前1150年）崩溃的，据说这时来自北方部族的多利安人和波伊奥提亚人横扫了南方。于是，尽管一些圩田在古典时代得到了修复，但是在公元前1100年后的铁器时代，这一流域洪水泛滥，成了颗粒无收的沼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底比斯和波伊奥提亚北部城市奥尔霍迈诺斯在青铜时代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政治力量，而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也就是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一地区却非常落后。

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亚历山大大帝试图再次排干湖泊并开凿一条穿过盆地中部的巨大水道。不过这一工程没有完成，原因可能是政治上的或技术上的，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不论如何，科帕伊斯湖仍然是一个沼泽湖泊，在之后的两千年里面积甚至变得更大。19世纪70年代一家法国公司想排干这个湖泊，但是没有成功；直到19世纪90年代，一家英国公司才完成了青铜时代的人们已经做到的事情，把科帕伊斯湖再次变成了富饶的农业产区。
(45)



青铜时代的排水和灌溉似乎是从在北部湖岸围绕各个“湖湾”或“深坑”修建圩田一点点地开始的。不过，这无疑需要非常精细复杂的水利工程建设，并且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大规模的政治机构作为支撑。

这些工程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们的修建时间。考古学家福西和彼得·华莱士（Peter Wallace）倾向于认为它们是迈锡尼时代修建的（大约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200年）。
(46)

 另一方面，德国的水利工程师和考古学家在对这些水利建筑工程研究了50年后宣布，最早的工程开建的时间要早得多。从事这些研究的资深专家劳费尔认为它们建于希腊青铜时代早期。
(47)

 他的继承者，例如克瑙斯（Knauss）等人，倾向于认为它们是米尼安人（Minyan)修建的。根据传说，负责排水的是米尼安人。Minyan这个名称来自埃及语的Mnἰw（牧人），对此第三卷将会有所讨论。在希腊传说中，米尼安人指居住在科帕伊斯湖北岸城市奥尔霍迈诺斯的早期部族。这个名称后来被用来指代一种陶器风格，这种来自奥尔霍迈诺斯的陶器风格被视为青铜时代中期的典型风格。应该强调，这种现代的联系完全是任意的，因为在古代模式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认为米尼安人独属于青铜时代中期。

不管怎样，克瑙斯和他的同事所写的长篇巨著的第一卷是《米尼安人在科帕伊斯湖的水利工程——欧洲最古老的河流控制》（The Hydraulic Constructions of the Minyans in the Kopais—the Oldest River Control in Europe
 ），第二卷是《公元前两千纪米尼安人对科帕伊斯湖区盆地的改造》（The Improvement of the Kopais Basin by the Minyans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他们或其他同时代的学者无疑都认为，这一工程始于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050年—公元前1675年），比斯皮罗普洛斯认为的时间要晚，但是早于
 迈锡尼时代或青铜时代晚期。
(48)

 德国学者无疑是十分谨慎的，因而也更加精确。在克瑙斯和他的同事于1984年出版的书中，他们估计该工程始于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900年期间。
(49)

 在1987年，克瑙斯描绘说，他眼中最早的工程开始的时间“或许是在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下半叶的某个时候”
(50)

 。根据所列出的年表，这似乎是在公元前1830年到公元前1675年期间。

不过，克瑙斯并没有考虑斯皮罗普洛斯给出的陶器证据，即在科帕伊斯湖北岸发现的陶器可以追溯到希腊青铜时代早期，或许与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属于同一时代。
(51)

 希腊考古学家D.康索拉（Konsola）、约安尼斯和伊夫林·卢卡斯都接受了这种较早的年代判定。
(52)

 斯皮罗普洛斯认为，传统的米尼安人应该与弥诺斯人等同，从而与埃及人等同。
(53)

 他把Minyan（米尼安人）与新名词Minoan（弥诺斯人）等同，对此我无法接受，但他认为，在科帕伊斯湖区发现的高水平水利工程的源头，可以想见显然是处于古王国鼎盛时期的埃及，这当然是十分正确的。
(54)

 因此，他认为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与科帕伊斯湖最早的水坝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都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尽管在这一时期的波伊奥提亚没有发现确定来自埃及的物品。

不过，来自周边地区的大量证据可以支持斯皮罗普洛斯的假设。首先，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这一地区普遍富有。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聚落大多数没有经过认真的挖掘与公开。不过，在底比斯东南10公里的尤特西斯有一座属于这一时期的大型村落，此外，最近在距海莱克（Hylike）湖畔城市北部7公里的利萨莱斯（Lithares）进行的挖掘，也显示出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繁荣情况，这里的聚落具有清晰的城镇规划，同时，这里与安纳托利亚、马其顿和基克拉泽斯的贸易接触也得到了证实。
(55)




 粮仓

在奥尔霍迈诺斯有很多圆形建筑的遗迹，直径从2.5米到8米不等。这些建筑的存在让人们更有理由认定，波伊奥提亚的水利工程可能始建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日后成为希腊青铜时代考古学界权威人士的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在1946年论述说，这些建筑并非墓葬、庙宇或住所，而是粮仓，它们与埃及图画中所描绘的谷仓以及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米洛斯岛发现的一处粮仓模型非常相似。他认为，这些建筑的体量显示出它们存储的是来自很大一片地域的谷物，这样大规模的谷物贮藏意味着存在规模足够大的政治机构。马瑞纳托斯根据出土陶器类型把它们归在了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一段和二段。他进一步指出，在伯罗奔尼撒东北阿尔戈斯地区的梯林斯，似乎有更大规模或“真正巨型的”砖制环形建筑，其周长是88米，穹顶高度估计是26.4米，建筑年代也可以追溯到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该建筑看起来像是粮仓，倘若它真是粮仓，就应该是用来贮存整个阿尔戈斯平原产出的谷物的。
(56)



马瑞纳托斯的文章似乎会让这一研究领域的人感到尴尬。一方面，这位文章的作者是20世纪50、60和70年代早期古希腊考古学界最著名的学者；另一方面，文章认为，公元前三千纪的希腊大陆受到了埃及的影响，并存在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机构，这与这一时期北欧的希腊研究的整体精神是完全相反的。

这些建筑显然让主张孤立主义的柯林·伦弗鲁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感到困惑，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大了。伦弗鲁认为青铜时代早期希腊的经济模式是以本地的小规模耕作为基础的。如果这些建筑真是粮仓，这种经济模式就站不住脚了。在《文明的出现》中，他怀疑这些圆形建筑不是粮仓，认为“它们应该被视为居所”。
(57)

 然而在其他地方，伦弗鲁也承认，它们和梯林斯的建筑可能都储藏过谷物。不过，他仍然不愿意因此否定自己的模式，并认为公元前三千纪的希腊农业只是基于“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58)



由于在科帕伊斯湖存在着排水工程，而在梯林斯附近也有虽然长度较短但是规模更大的类似水坝，我们似乎有理由把这些大型粮仓与水利工程联系到一起。

诚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粮仓属于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一段和二段（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400年）。梯林斯水坝的修建时间尚无定论。美国学者杰克·马丁·巴尔塞（Jack Martin Balcer）将之与科帕伊斯湖的堤坝进行了对比，认为它建于迈锡尼时代晚期。
(59)

 不过，克瑙斯认为，梯林斯的水坝比波伊奥提亚的大得多，因此无法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他认为科帕伊斯湖的水坝是在公元前1830年至公元前1680年之间修建的。
(60)

 有趣的是，他认为梯林斯的水坝可能修建得更早，“可能的最早时期”（terminus post quem）是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
(61)

 因此，这就可以与梯林斯粮仓的年代相对应。另一方面，克瑙斯判定的科帕伊斯圩田的年代要远远晚于粮仓修建的年代，即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不过，斯皮罗普洛斯把粮仓与农田灌溉联系到了一起，其时间就上溯到了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
(62)

 于是，这些圆形建筑似乎有可能就是粮仓，它们受到了埃及的影响，而把它们的修建时间定为更早的年代可能是准确的。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只能说，科帕伊斯湖（以及伯罗奔尼撒）的排水系统是在古王国时期的埃及的影响下产生的，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470年，而这些粮仓可能就是为基菲索斯河沿岸的富庶地区或湖床自然干涸的年份里的偶然收获准备的。

在距离梯林斯几公里远的勒纳，人们发现了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小型宫殿或“瓦片房屋”，这一来自周边地区的证据也可以为这一时期的农田灌溉和农业增收提供佐证。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认为，底比斯和勒纳的“瓦片房屋”意味着这样的小型宫殿只是与灌溉联系在一起。在伯罗奔尼撒西南的麦西尼亚（Messenia）发现的“瓦片房屋”附近并没有修建水坝的痕迹，尽管这一地区应当会进行农田灌溉。在埃伊纳（Aigina）岛也有一座“瓦片房屋”，基本可以肯定，这里的人们进行过灌溉。
(63)




 阿尔戈斯地区的灌溉和殖民过程

我在第一卷里提到了阿尔戈斯的创建者达那俄斯曾进行过的灌溉，依照传统观点，我认为殖民者达那俄斯是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希克索斯时代从埃及来到这里的。人们强调达那俄斯的灌溉活动，或许是因为他的名字Danaos来自埃及语的dnἰ（分配，灌溉）或与之双关。
(64)

 倘若如此，达那俄斯的某些人物特征就来自公元前三千纪而非公元前两千纪的灌溉活动。不过，我仍然认为，他的复杂的传奇特性至少主要出现在公元前两千纪，原因将在第九章中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伊那科斯（Inachos）即使不是神话人物，也是传奇人物，他是阿尔戈斯的第一个国王，艾奥的父亲，通常被认为生活在达那俄斯之前。伊那科斯可以被简单地解读为阿尔戈斯最大的河流伊那科斯河的化身。不过，对这个地名没有传统的解释方法，我在第一卷中提出，Inachos这个词可能来自埃及语的ґ
 nḫ（生命），后者有时用以描述“活水”，经常以ґ
 hḫ ḏt（愿他永生）的形式出现，并作为在世的法老的称号。
(65)



通常认为，伊那科斯是本地人，或者是出生在当地。不过，基督教教父尤西比厄斯（Eusebius）提到过一种传说，把伊那科斯和达那俄斯一样视为来自埃及的殖民者。18世纪的法国学者尼古拉·弗雷列（Nicolas Fréret）和巴泰勒米（Abbé Barthélemy）神父在此基础上提出，伊那科斯和神话中伊那科斯的儿子甫洛纽斯（Phoroneus）是公元前20世纪出现在阿尔戈斯地区的埃及殖民者。
(66)

 考虑到伊那科斯这个名字可能的埃及词源，以及名字中有关王室、水和古老年代的清晰含义，或许可以说，在民间存在着与埃及的灌溉甚至殖民有关的记忆，它们与梯林斯的圆形建筑、水坝，以及那些或许是勒纳“宫殿”的公元前三千纪的“瓦片房屋”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一切仍然只是猜测。


 阿卡狄亚的排水和灌溉

虽然位于梯林斯水坝之上和科帕伊斯湖的排水和灌溉活动是同类中规模最大的，但是在希腊，不仅梯林斯，伯罗奔尼撒的中心阿卡狄亚也有其他这样的水利工程。

我在第二章讨论塞尔福萨和从菲尼奥斯湖流出的拉冬河时，提到了阿卡狄亚的一些自然特点。菲尼奥斯湖也是通过一条地下水道（katavothra）流到了斯廷法利斯湖中。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记录，当地传说把这一水道的产生归于赫拉克勒斯。
(67)

 现代的调查则支持了这一观点：这条水道是人工修建的，或者至少是经过了人工改建。这些调查最近主要是由克瑙斯和他的团队进行的，范围涵盖菲尼奥斯湖和斯廷法利斯湖，以及卡夫亚伊盆地和刚好在其南边的伯罗奔尼撒的奥尔霍迈诺斯，还有阿卡狄亚的特里波利（Tripoli）西南的忒革亚（Tegea）附近的塔卡（Takka）湖。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人们曾在这一地区大规模修建水坝或改建天然的地下水道。
(68)



这些工程的修建年代十分不确切。其中一些建于希腊化时代或罗马时代。不过，大多数工程在青铜时代晚期都已存在。附近的聚落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就可以对此进行证明。
(69)

 此外，荷马说，在特洛伊战争时期，阿卡狄亚的奥尔霍迈诺斯“牲畜成群”。
(70)



总的来说，阿卡狄亚在青铜时代的富庶与它在古典时代的落后形成了对比，这似乎可以显示出，排水和灌溉在较早的时期更为有效。此外，这些堤坝和水道与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联系在一起，尽管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赫拉克勒斯显然是青铜时代的人物，这也显示出，这些堤坝和水道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
(71)

 对于阿卡狄亚水利工程的古老年代，更确切的证据则是克瑙斯和他的团队所澄清的一点：阿卡狄亚的水坝和梯林斯以及波伊奥提亚的水坝非常相似。梯林斯和波伊奥提亚的水坝肯定在迈锡尼时代就已经存在，所以没有理由认为阿卡狄亚的水坝修建得更晚。正如克瑙斯和他的同事指出的，伯罗奔尼撒的水坝类似于科帕伊斯湖的“米尼安”工程，因此它们开始修建的时间更有可能是希腊青铜时代早期或中期，而非晚期。
(72)




 波伊奥提亚和阿卡狄亚地名之间的对应

波伊奥提亚与阿卡狄亚修建水坝和渠道的技术非常相似，这给现代考古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令人注目的则是，这两个兴修水利的地区在地名上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在第二章中提到，这两个地区都有拉冬河，名称提尔福萨与塞尔福萨、翁卡与翁凯奥斯之间也有相似性。
(73)

 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奥尔霍迈诺斯，一个位于科帕伊斯湖最早的圩田附近，一个占据着阿卡狄亚的古老湖泊卡夫亚伊湖和奥尔霍迈诺斯之间的水道上的战略位置。在塞萨利的梯奥底斯（Phtiotis）平原边缘还有一处奥尔霍迈诺斯。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奥尔霍迈诺斯是个古老的名字。Okomeno和Ekomeno的形式出现在了B类线形文字中。尽管查德威克坚持认为它们指的并非阿卡狄亚的奥尔霍迈诺斯——他并没有把波伊奥提亚的奥尔霍迈诺斯考虑进来——但他承认它们与在古典时代出现的两个变体Orchomenos和Erchomenos非常契合。
(74)

 根据尚特莱纳的说法，Orchomenos的词源是“模糊的”。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它来自词干orch-，意思是“一排葡萄藤或果树”。这可以有两种相关的含义，一种是“篱笆”或“花园”，一种是圈起来的土地。克瑙斯于是依循传统认识，认为这一地名意味着“圈起来的地方”。
(75)

 他承认这样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两个城市都高出灌溉工程而非位于灌溉工程中间。不过，他根据斯特拉博和帕萨尼亚斯的说法，认为波伊奥提亚的奥尔霍迈诺斯原本是在科帕伊斯的平原地区上，只是在青铜时代末期的洪水之后才迁移到后来的位置。
(76)

 另一方面，关于阿卡狄亚的奥尔霍迈诺斯，我们没有可供比较的证据。

有人提出词根orch-的印欧语词源是重构了的*wer-gh（接近），它出现在立陶宛语的veržiu（围住）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Norse）的virgill（琴弦）中。不过，这个词根的词源同样可能或更有可能是迦南语词根˂
 rk，其基本含义是“按顺序排列”或“排成行”，不过经常用于军事语境中，意思是“画出战线”。这里有个语音上的小问题：我们并不确定，迦南语什么时候才开始显现出擦音化（begadkephat）或柔化非重读爆破音，塞音b，g，d等和位于元音之后的k，p，t，使˂
 rk变成了˂
 rkh。不论如何，闪米特语的k转化成希腊语的ch的现象足够普遍，可以证明这种等同。与另一个闪米特语词根˃
 rḥ的混同更促进了这种擦音化，这个词根来自更早的˃
 rḫ（道路，旅行，来，到达）。˃
 Rḫ似乎是希腊语的erchomai（旅行，来，去）的来源，而erchomai没有印欧语词源。

词根˂
 rk和˃
 rḫ在希腊语中似乎有很多派生形式。就“排成‘战斗’序列”的含义而言，˂
 rk可能是以arch-开头的众多希腊词语的来源，这些词语没有印欧语词源。尚特莱纳给出的基本词义是“首先去，采取主动，开始”；他也把archein翻译成军事意义上的“命令”，这样就可以从中衍生出arch-作为“领导”和“早”的众多含义。
(77)

 这样，orcho-和ercho-可能就是来自闪米特语的借词。这样就会强化一种假说：Orchomenos或Erchomenos意味着“得到控制”或“围起来的地方”，指的就是控制水流的堤坝和水道。尽管单词的第一个成分在根本上具有闪米特的渊源，但最后的-menos似乎是希腊语的被动分词，因而显示出这个地名本身是希腊的。不过，这里可能存在与迦南语中的闪米特语词汇mayîm或与阿拉姆语（Aramaic）的mayîn的感染错合，它们表示“水域”。和在其他许多语言中一样，在闪米特语中，双元音ay经常被单元音化或简化成ê。
(78)

 “得到控制的水域”完全符合这一语境。

在此，我们应该考察与灌溉相关的希腊单词的两个词源。首先是古代作家用来表示水坝和堤岸的单词khōma。这个词与希伯来语中表示围绕城市和其他较大区域的城墙的ḥȏma（墙）惊人地相似。不过，由于ḥȏma在闪米特语中比khōma在希腊语中更加孤立，这里的借词方向或许是由西到东的。第二个词是gephyra。古典学者詹姆斯·胡克（James Hooker）曾经讨论过这个词的闪米特来源，他认为这个词原本指“堤岸”而不是后来的含义“桥梁”，这很有道理。他提出，这个词源于含义为“挖掘”“堤坝”和“壁垒”的闪米特语词根√gb。
(79)

 我认为最好是以语音为基础把gephyra追溯到闪米特语的*qw
 br（埋葬），在第三卷中会对此进行论述。无论如何，这个词的闪米特含义在希罗多德的下述记录中得到了强化：

盖披拉人（Gephyrai）……根据他们自己的叙述，最初来自埃雷特里亚（Eretria）；但是我自己进行了考察，发现他们实际上是腓尼基人，其祖先与卡德摩斯一起来到现在的波伊奥提亚，被分配到塔那格拉（Tanagra）地区安家。在卡德摩斯被阿尔戈斯人驱逐之后，盖披拉人也被波伊奥提亚人赶走，在雅典找到了避难所。
(80)



于是，在青铜时代跟随入侵的卡德摩斯一起到来，以“堤岸”作为名字的一个氏族，就被特别标记为腓尼基人。这就耐人寻味地暗示着，讲闪米特语的人参与了波伊奥提亚的灌溉工程。这些可信的闪米特地名、单词和人名非常符合与膜拜和神话有关的证据，因而可以证明青铜时代的波伊奥提亚和阿卡狄亚受到了闪米特的影响。
(81)



德国学者卡尔齐克（Kalcyk）和海因里希指出，阿卡狄亚的奥尔霍迈诺斯附近的Oryxis（奥利西斯山）与单词oryssō（挖掘运河）相关，意思是“挖掘山脉”。
(82)

 词干oryg/k没有令人满意的印欧语词源。
(83)

 另一方面，闪米特语词根√˂
 rq（啃咬）的存在在《约伯记》的语句“啃咬干旱的土地”中得到了证明。
(84)

 奥利西斯山靠近塞蒂斯山（Saitis）。上面提到了奈斯/雅典娜的家园城市赛斯以及赛斯与治水之间的联系。
(85)

 二者都紧邻菲尼奥斯湖岸的奥尔霍迈诺斯。

菲尼奥斯湖的名字显示出埃及对于波伊奥提亚和阿卡狄亚地区的水域名称和灌溉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Pheneos和Pēneios（佩奈渥斯河）来自Pз Nw(y)（洪水）——或者是科普特语中的Panau。
(86)

 佩奈渥斯河是伯罗奔尼撒西北部伊利斯地区一条河流的名字，拉冬河汇入其中。佩奈渥斯河也是塞萨利主要河流的名称，这条河穿过塞萨利平原，在古代被认为原本是一个湖泊。不过，由于地震，或波塞冬的活动，塞萨利的佩奈渥斯河得以直奔入海。
(87)

 基于古代的资料，埃及的史诗诗人农诺斯（Nonnos）在其写于公元5世纪的作品中把这一戏剧化的事件与席卷全世界的灾难性大洪水的结束联系了起来。
(88)

 阿卡狄亚的菲尼奥斯湖也同样意味着发生过洪水。前面提到过，菲尼奥斯湖地区经常发生地震，堵塞拉冬河的出口，其他自然的或人工的灰岩坑肯定同样脆弱。
(89)

 普林尼记录说，有历史记载以来发生过五次洪水。
(90)

 帕萨尼亚斯就此写道：

菲尼（Phenean）平原位于卡里亚（Karyai）之下，据说它曾遭遇过洪水，并且古代的菲尼奥斯被洪水淹没，因此人们说那时水涨到了山上，即使今天，在山上仍能看到洪水水位留下的痕迹。
(91)



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和后来的学者看到了洪水留下的水线，克瑙斯和他的同事则认为这是人工湖的水线［不应把Pheneos/Pēneios与人名Phinea/es混淆。这个词就像希伯来语的Pînḥås一样，源自埃及语的Pз Nḥs（努比亚人或黑人），具体讨论见第八章
(92)

 ］。
(93)



另一处似乎具有埃及词源的阿卡狄亚湖泊是Kaphyai（卡夫亚伊湖）。Ḳbḥ(w)是用来表示溪流、河流和其他水体的最常见的埃及地名之一。
(94)

 它显然与词根ḳbb（凉爽）和ḳbḥ（净化）存在联系。Ḳbb是象岛附近两处洞穴之一的名字，象岛据信是尼罗河之源，希罗多德在提到这两处洞穴时使用了pēgai作为指称。
(95)



埃及人把Ḳbḥw与地上洞穴流出的凉爽、纯净的水联系到一起，这非常符合靠神秘泉水和灰岩坑补充水源的卡夫亚伊湖的情况。加上爱琴海地区常用的地名后缀-issos，这也符合流入科帕伊斯湖的主要河流Kēphissos的情况，Kēphissos也是希腊最常用的河流名称之一。这些河流即使不是绝大部分，也是有很多从岩洞流出，河水会被用于净化仪式。
(96)

 Ḳbḥ(w)加上义符[image: ]
 或[image: ]
 ，用于表示有水鸟的池塘或湖泊的名字。
(97)

 这或许适用于Kaphyai，当然也适用于Kopais本身。

不过，克瑙斯提出了不同的假设。他引用了普林尼的叙述，“科帕伊（Kopai）发现了船桨，普拉提亚（Plataia）发现了舵，伊卡洛斯（Ikaros）发现了帆，代达罗斯发现了船桅和主帆桁。”
(98)

 这一说明显然具有学术性，不能被轻易忽视。Plataia和platē（船桨或舵）之间的文字游戏很明显，传说中伊卡洛斯的翅膀似乎也符合“船帆”的形象。帕萨尼亚斯和普鲁塔克描写了代达拉（Daidala）膜拜，阿提卡和波伊奥提亚边界的普拉提亚的市民为了进行膜拜会砍倒高高的橡树做成巨大的木头神像。这实际上或许与埃及人制造木头的“稳定的人像”（Ḏed）有关联。这些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相信代达罗斯发明了桅杆。
(99)

 但是科帕伊斯湖与船桨之间的关联就不那么容易被理解或接受了。克瑙斯认为Kopai一词来自“船桨”，因为他相信，科帕伊斯的运河不仅用于排水和灌溉，而且也用于内陆航行。
(100)

 不过，尽管最后一点是可信的，但他提出的词源仍然站不住脚，因为一个地区也不可能被称为“船桨”。

因此，Kopais这个名字就像Kaphyai一样，似乎更有可能源于得到广泛证实的埃及地名Ḳbḥ。Ḳbḥ这个地名完全适合描述浅浅的沼泽湖泊。于是，就科帕伊斯和卡夫亚伊而言，这些地名与波伊奥提亚和阿卡狄亚地区的灌溉联系在一起，并与埃及又有着惊人的联系，因此我们又多了一个地名对应方面的例子。

从这些不同的词源中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事实是，这么多的词源似乎都来自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这意味着这些名字开始被使用时存在讲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人。不过这并不确定，因为有可能只是地名来自埃及和黎凡特，而并没有涉及灌溉。另一个问题就是年代的界定：这些名字出现的时间是在水利工程修建前、修建中还是修建后？

波伊奥提亚和伯罗奔尼撒的水利工程的相对年代使问题更加复杂。前面的讨论显示出，波伊奥提亚和阿尔戈斯地区的水利工程或许在青铜时代早期就已开始，以此类推，阿卡狄亚的情况可能也是一样，尽管时间上可能要晚几个世纪。我们是否应该以此推断说，波伊奥提亚的经验在更靠南的区域得到了应用，致使波伊奥提亚和阿卡狄亚拥有相似的技术，而这些地名就从波伊奥提亚传到了伯罗奔尼撒，而非直接来自中东？进一步说，尽管至少有一个地名奥尔霍迈诺斯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时已经在使用的，但是如果水利系统的年代再往前推，那么在水利工程的开建与地名的采用之间就不会有必然的联系。

有关这些地名的整个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就像一些神话一样，某些具有中东渊源的地名，例如Thisbe和Thespiai，基本可以肯定是在青铜时代晚期传入的，也就是在第一批水利工程开建之后。其他的地名则似乎形成得更早。我只能肯定地说，到了青铜时代末期，出现了一系列与水利工程有关的地名，其中大多数都有可靠的埃及和西闪米特词源。因此，尽管地名上的证据远非确切，最实用的办法仍然是做出这样的假定：这些地名是与水坝和运河一起出现的，讲西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人参与了水坝和运河的修建，这可能发生在青铜时代早期，并几乎可以肯定是发生在迈锡尼时代。


 青铜时代早期希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我要考察的第一个希腊“城邦”是以阿尔戈斯地区的梯林斯和勒纳为基础的。这里应该强调，阿尔戈斯平原面积广阔，显然有过若干极其繁荣的时期，尽管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这种繁荣有时会遭到破坏。

勒纳位于阿尔戈斯湾尽头，这个聚落规模很大。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这里建起了很多房子，精心修筑了城墙，甚至还有“瓦片房屋”，即一座小型“宫殿”。
(101)

 勒纳很可能比梯林斯本身要小，或许在这一区域还有其他更大的城市。而且，正如我在前面提过的，在其他地方也有“瓦片房屋”，包括麦西尼亚、阿提卡和阿尔戈斯之间的埃伊纳岛，或许还有底比斯。
(102)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在研究青铜时代早期的阿尔戈斯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富裕的、高度发达的社会。而且，梯林斯的粮仓和水坝规模可观，倘若它们也属于这个时期，那么这一地区肯定存在着政治上的统一。埃米莉·弗穆尔只是提出当时的合作是“社区的”，但是并没有说明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过，如果考虑到同时代近东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那么阿尔戈斯要么可能与埃及以及黎凡特海岸最大的贸易城市毕布勒一样，是个王国或公国，要么可能与同时代的叙利亚城市埃卜拉一样，有一个由贵族或富豪组成的“威尼斯式的”政府。
(103)



尽管科帕伊斯湖此时尚未被完全排干，这里的谷仓规模也比不上梯林斯，但是似乎可以肯定，波伊奥提亚的奥尔霍迈诺斯已经建立起了公国或小型“共和国”。安菲翁和仄托斯之墓的规模和地位显示出，在底比斯也有相当规模的城邦。阿卡狄亚水坝背后的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更难推测，但是从整体上看，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希腊大陆似乎存在着很多城邦，其中一些城邦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同样清楚的是，至少在阿提卡和基克拉泽斯岛还存在商业化的采矿行为。在克里特和波伊奥提亚的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两个地方出产的铅矿。
(104)

 在位于阿尔戈斯外的佐科斯（Dokos）的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沉船里发现了两个铅锭，这显然指向80公里外阿提卡一角附近的劳利昂铅矿和银矿。
(105)

 下一章里我们会谈到，劳利昂地区的银在公元前两千纪之初被出口到了埃及。
(106)

 佐科斯的沉船看起来非常坚固，似乎足以把货物运送到黎凡特或埃及。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黎凡特或埃及是航运的目的地。实际上，沉船的地点显示这艘船是驶往阿尔戈斯平原、伯罗奔尼撒南部或克里特的。可以说，在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铅在爱琴海地区可能已经成为商品了。通常认为，劳利昂矿区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投入使用，但是最近的冶金研究显示，人们估计的这一时间比实际情况至少晚了两千年。
(107)



有关这一时期希腊大陆存在大城邦的假设似乎会引出一系列问题。首先，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克里特在青铜时代早期似乎更多地受到了埃及和黎凡特的影响，却没有建起宫殿或国家，而远至波伊奥提亚和阿尔戈斯北部的地区似乎都有宫殿。地理层面上的解释或许最有说服力，因为除了美萨拉（Messara）之外，克里特没有适合排水和灌溉的平原或沼泽，因此也没有可以操控这种活动的大规模社会组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克里特在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可以支撑起宫殿经济结构，但是早期弥诺斯时期或前宫殿时代克里特的繁荣和高度发展的文明显示出，克里特没有宫殿经济结构也可以很好地发展。基克拉泽斯群岛在青铜时代早期也有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并与近东文明有过接触，但是据我们所知从来不曾有过宫殿。
(108)

 有人认为，希腊大陆的平原需要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来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科帕伊斯湖的排水系统和青铜时代波伊奥提亚的财富实际上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另一个问题似乎是，如果在整个近东都存在这样发达的国家和文字记录，那么“希腊”各城邦地区的人也肯定要有读写能力。然而没有任何文字存在的痕迹。由于存在这种空白，人们曾经因此认为，所发现的印章并不是在青铜时代早期的希腊制造或使用的。然而现在我们清楚，这些印章是在希腊制造的，并且实际上当时常见的做法是在印章上进行雕刻。
(109)

 这显示出，当时社会有很强的重视私人的和/或团体的财产的意识。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也存在很多制陶工人留下的印记。不过，这些符号与线形文字的音节符号毫无相似之处，也没有其他迹象能够显示出，这一时期当地存在着书写文字。
(110)



我在其他地方曾详细论述过，对于与文字有关的“默证”，我们应该格外谨慎，因为文字记录通常包括容易消逝的或脆弱的物体表面上的轻微印痕。
(111)

 所以，在青铜时代早期的希腊没有发现文字留下的痕迹，这并不会让我感到困惑。如果在这一时期的希腊存在着文字，那么极有可能的是，这种文字或者与克里特的象形文字相似，或者与原始A类线形文字和原始B类线形文字相似。下一章会谈到，B类线形文字不可能直接源自A类线形文字，学者们则认为，B类线形文字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与A类线形文字分离开来的。
(112)

 为了解释互相关联的塞浦路斯语、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的音节表之间的差异，我提出的看法是，它们共有的原型的年代几乎不可能晚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可以支持我这里的假设的是，既然邻近社会的人们都会读写，那么即使不考虑较小的社区的情况，至少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较大的国家也应该已经在用文字进行书写了。倘若字母表是在我所认为的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传入这个地区的，那么后来出现的这些影响深远的词根应该可以解释，这些音节表为什么仍然是克里特和希腊大陆的官方文字。

这样的推测与斯皮罗普洛斯的埃及殖民理论背道而驰，如果埃及殖民像他假定的那样范围广阔，象形文字或埃及僧侣书写体这种草体字肯定会被引入波伊奥提亚。青铜时代早期希腊最普遍的书写方式可能要么是爱琴海的要么是安纳托利亚的，这也显示出了它的其他文化属性。我相信，口头语的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就埃及对青铜时代早期爱琴海诸国的深远影响而言，除了“金字塔”、灌溉工程和粮仓以外，还有其他的考古证据能够证明，这一时期的爱琴海地区生活着很多埃及人。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在爱琴海留下的其他考古证据

在继续讨论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埃及同爱琴海地区的接触之前，应该强调的是，这一时期近东文明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近东的外交和贸易范围也扩展到了该地区之外很远的地方。我们知道，这时叙利亚的埃卜拉城与现今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地区的一个王国有过通信往来，而美索不达米亚肯定在从阿富汗进口天青石，很可能还有锡。
(113)

 铅同位素分析显示，这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在从西班牙东南部的阿尔梅里亚（Almeria）进口银和铜。
(114)

 既然有这样大规模的活动，那么埃及和爱琴海地区的接触在很多方面可能就像本地的来往一样频繁。

我们在第一章介绍了公元前三千纪埃及对克里特的影响，第十章则将讨论古王国时期以来可能存在的埃及对爱琴海地区的记述。因此这里我们要考察的只是这一区域其他地方的考古证据。在阿尔戈斯的亚辛（Asine）和迈锡尼——也就是和梯林斯在同一地区——发现了两个属于埃及前王朝时期或早王朝时期的石碗。不过，迈锡尼的石碗是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陶器同出的，亚辛的石碗可能也来自迈锡尼时代，那就是在它们制成之后又过去1500年到2000年了。克里特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家彭德尔伯里提出，这些美轮美奂而又持久耐用的物品之所以出现在它们被发现的地方，可能是由于后人对希腊墓葬进行的洗劫，也可能是经由克里特被带到那里的。
(115)

 既然我们认为埃及在公元前三千纪对阿尔戈斯地区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们不能不考虑另一种可能性：这些石碗是在那时被带到希腊大陆，并作为祖传遗物埋葬或保留下来的。与此相似，在亚辛属于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三段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枚纽扣印章，挖掘者认为这是埃及制造的，我们也不能以“这样早的接触不可能存在”为理由就忽视这一发现。
(116)

 不过另一方面，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也不能将这一印章视为特别重要的补充证据。

人们还发现了另一件肯定属于古王国的物品，这是一个大理石做的杯子，上面铭刻着第五王朝创立者乌瑟卡夫（Userkaf）的太阳神庙的名字，乌瑟卡夫的统治时期可能是在公元前26世纪。这个杯子是在伯罗奔尼撒东南端外的基西拉（Kythera）岛发现的。
(117)

 这一极为精美的物品可能是在制成后不久就运到了基西拉岛。不过黑尔克认为，杯子很可能是在第五王朝陷落之后才被带到这里的，因为在这之前不曾有任何物品会从当朝的神庙中“消失”。
(118)

 鉴于基西拉岛与闪米特的密切联系，我们可以认为杯子是在公元前两千纪的某个时候由黎凡特人运来的。举例来说，在岛上有一份埃什努那（Eshnuna）的纳拉姆辛（Naram Sin）国王的楔形文字献词——纳拉姆辛的统治是在这个千纪之初。
(119)

 Ku-te-ra这个名字出现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埃及的一份爱琴海地名录上，这会在第十章中进行讨论。名称Kythera（基西拉岛）来自闪米特语的ktrt（王冠），另一个名字Skandeia（斯坎迪亚）源自埃及语的sḫmty（埃及的双层王冠）或与其相对，这在第一卷中已经讨论过了。
(120)



不过，所有这些都无法告诉我们，这个杯子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埃及与爱琴海地区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存在交往。同样，这里的证据尽管颇有意味，但是并不可靠，也无法清晰地证明埃及对希腊大陆的影响，因为基西拉岛在这个时期处于克里特而非希腊大陆的影响范围之下。
(121)



在爱琴海地区发现的另外两组古王国时期的物品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难题，因为它们是被商业寻宝者从黄金窖藏挖出来打算卖给不讲道德的交易者的，有的已经被卖了出去，有的在待价而沽。

这些物品中最出名的就是“朵拉克宝藏”（Dorak Treasure）。该宝藏可能是在特洛伊以东160公里外的马尔马拉海附近的朵拉克挖掘出来的。据说，其中包括一些属于当地约坦（Yortan）文化的黄金物品、一把残损的铁剑和一些黄金薄板。铁剑在青铜时代早期并不寻常，而薄板则显然是宝座上的，上面刻有第五王朝法老萨胡拉（Sahureґ
 ）的名号。1959年的《伦敦新闻画报》（London Illustrated News
 ）上刊出了有关这批宝藏的描述和图片，之后宝藏就无迹可寻，甚至有人怀疑这会不会只是个虚构的故事。
(122)

 不过，我愿意相信詹姆斯·梅拉特的判断，他在所写的一篇短文中声明曾经检视过这些物品。
(123)

 如果这些薄板真的存在，那么它们似乎是埃及官方送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而且应该就是送给朵拉克的统治者的，这或许显示出埃及对这一地区的某种统治。

有关古王国时期埃及与安纳托利亚的接触，这并非唯一的证据。在吉萨（Giza）的埃及第四王朝的墓葬中发现了来自奇里乞亚的大罐子，在奇里乞亚的塔尔苏斯发现了埃及第六王朝的纽扣印章。
(124)

 尽管安纳托利亚东南的奇里乞亚、西北的朵拉克和特洛伊之间的频繁接触令人惊诧，这些发现也的确表明埃及的贸易和官方交往到达了比叙利亚更远的地方，但是它们与朵拉克宝藏不同，并不能显示出爱琴海地区存在着埃及人。

不过，另一处黄金窖藏显示出了埃及人的存在，那似乎是一位公主的随葬品。尽管宝藏看起来无疑来自爱琴海地区，但是具体的出处不为人知。黑尔克认为，这处宝藏就像朵拉克宝藏一样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或许就来自特洛伊本身，并且可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的一处独立的器物群。
(125)

 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物品是一个圆柱状的黄金大印章，它的所有者是第五王朝法老门卡霍尔（Menkauḥōr）和伊塞西（Izozi）统治时期一名地位极高的官员。那么，这一私人印章怎么会来到爱琴海北部呢？埃米莉·弗穆尔和科尼利厄斯·弗穆尔这样推测：“他们是不是派过一位官员到埃及外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出任外交或商业使节？……这位官员是不是带着作为信物的印章在这里结了婚？他是不是在国外遭到了谋杀或抢劫？”
(126)

 他们指出，在毕布勒发现的石膏罐子上刻着门卡霍尔、伊塞西和萨胡拉的名字。这可以佐证他们的这一看法：公元前三千纪时埃及官员曾经乘船经过地中海东部地区。因此，认为埃及人在这一时期关注到了海外的疆土，就不是荒谬的看法了。如此贵重的个人物品竟会丢失，这当然需要得到解释。埃米莉·弗穆尔曾经在其他论述中谈到希腊青铜时代早期基克拉泽斯的海上贸易和其他的“希腊”海上贸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近期的著述则展现出了波伊奥提亚港口在该时期的繁荣状态，现在又有了佐科斯沉船的证明。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希腊会比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更落后。
(127)



一些人在整体上接受了古代模式，特别是认为希腊的狄俄尼索斯膜拜源自埃及的奥西里斯膜拜，对于这些人来说，有关公元前三千纪埃及和爱琴海地区的接触还有进一步的证据——在阿提卡尽头之外的凯奥斯（Keos）岛，人们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地层中发现了将狄俄尼索斯作为丰收之神进行膜拜的证据。
(128)



不过，把所有这些零星证据联系到一起的，是埃及学和比较艺术史专家威廉·史蒂文森·史密斯（William Stevenson Smith）所表述的一种极大的可能性：

从第五王朝开始，皇家的陆上和海上贸易的扩展更加显而易见。贸易的繁荣意味着，从斯尼弗鲁（Sneferu）［第四王朝开始时，约为公元前2900年］到佩皮二世（Phiops II）［第六王朝结束时，约为公元前2450年］的这一时期会是……埃及开始了解爱琴海世界的有利时机。
(129)



换种说法就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古王国时期的埃及非常富有，法老拥有政治实力，热衷于与南方邻国进行贸易或劫掠它们的财富，并与毕布勒和黎凡特海岸长期保持商业和政治联系，因此，倘若埃及同爱琴海地区此时没有任何接触，那才真是奇怪的事情。而且，接触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埃及影响到了爱琴海地区，而非相反。所以我认为，在克里特和爱琴海地区的其他地方发现的埃及古王国物品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要证明埃及对爱琴海地区的影响，底比斯的“金字塔”、灌溉工程和谷仓更能令人信服。


 青铜时代早期文明的“全盛时期”走向终结

通常认为，公元前23世纪的一系列破坏，终结了希腊在其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我认为这应该追溯到公元前25世纪）。很多学者把这一文化断裂与印欧语在希腊半岛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尽管我倾向于认为，某种印欧语被加在印度—赫梯语之上的时间比这更早，但我不想就此发表意见。不过，几乎可以肯定，北方的部族参与了破坏和接踵而来的殖民活动，因此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正是印欧语传入希腊的时候。
(130)

 毫无疑问，此时勒纳遭到毁灭，阿尔戈斯也被摧毁，正如埃米莉·弗穆尔所说：“［勒纳］瓦建的房屋被大火焚毁后，希腊用了近五个世纪才恢复到先前的文明水平。”
(131)

 不过，就像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遭到破坏后的“黑暗时代”一样，并非到处都一片凄惨。有些地区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些地区实际上反而因为邻国的损失而获益。而且，人口数量在整体上似乎在沿着不同的方向变化。比如说，在公元前24世纪，波伊奥提亚遭到的破坏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尽管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结束后那里的人口和繁荣程度急剧下降，就和希腊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
(132)

 西米奥诺格鲁发现，实际上，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三段，底比斯和波伊奥提亚的人口激增，社会也更加复杂。他尝试着将之与外部的“入侵”联系起来，而且是来自南方而非北方的入侵，只不过他是“雅利安主义者”，因此他又急忙补充说，这来自“爱琴海地区内部的人口迁徙”。
(133)



西米奥诺格鲁把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三段的“入侵”与有关卡德摩斯的传说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卡德摩斯是在这一时期从克里特来到这里的。
(134)

 我不想反驳萨兰蒂斯·西米奥诺格鲁的考古学结论，不过这一方案面临很多问题；斯皮罗普洛斯认为，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的传说指的是希腊青铜时代早期来自国外，主要是埃及的影响，这同样难以成立。
(135)



首先，有很多流传下来的说法，认为卡德摩斯是腓尼基人，他的名字很可能具有闪米特词源，第十二章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其次，荷马时代的传说认为是安菲翁和仄托斯创建了底比斯，卡德摩斯则重建了
 底比斯，西米奥诺格鲁和斯皮罗普洛斯的方案都否定了这一传统看法。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斐勒库德斯曾解释过这个故事，以此说明较古老的城市在卡德摩斯到来之前已经沦为一片废墟。
(136)

 不过，西米奥诺格鲁更愿意接受后来流传的相反说法，认为卡德摩斯才是底比斯原初的创建者。
(137)

 第一种传说与传统的考古学观点相同，认为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三段和中期开始时文明处于低谷，这会在第十二章中进行讨论。

希腊在其青铜时代早期二段遭到的破坏，似乎是与埃及古王国的崩溃和第一中间期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瓦解同时发生的。与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外族入侵终结了青铜时代晚期文明的情况一样，埃及和黎凡特迅速恢复了元气，但是爱琴海等周边地区则经历了持续数世纪之久的漫长的“黑暗时代”。


 结论

结合第二章讨论的大量涉及地名、宗教膜拜和当地传说的复杂证据，几乎可以肯定，在青铜时代，埃及和讲闪米特语的黎凡特对波伊奥提亚和伯罗奔尼撒的部分地区在文化上造成了很大影响。

要做到更加精确是很难的。我相信，一些神话，可能包括有关雅典娜和波塞冬的神话，与征服沼泽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它们可能源自青铜时代早期，而且与此时埃及的排水和灌溉工程有关。其他神话，例如关于宙斯、阿尔克墨涅和不同身份特征的赫拉克勒斯的神话，可能是在公元前两千纪才产生的。而其他神话，尤其是那些与马有关的神话，肯定是在公元前18世纪马匹和双轮战车在希腊出现之后才产生的。尽管有关卡德摩斯的传说无疑包含更古老的素材，但是它们似乎也来自这一更晚的时期。

神话、传说和地名，这些都显示出讲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人在波伊奥提亚、阿尔戈斯和阿卡狄亚地区留下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38)



这样一幅图景非常符合考古学的记录。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埃及可能极大地影响了安菲翁和仄托斯的“金字塔”的建造，青铜时代早期科帕伊斯最早的排水工程，以及邻近的奥尔霍迈诺斯的“埃及式粮仓”的修建。埃及和黎凡特对底比斯的迈锡尼宫殿产生了影响，在卡德米恩（Kadmeon）还发现了公元前13世纪的令人称奇的近东物品窖藏，第十二章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这些都证明了上述接触和影响具有连续性。

可惜我们无法确定，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波伊奥提亚和埃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形式的。直接殖民的形式是极不可能的。尽管“默证”并不可靠，但是必须指出，一方面，这里缺少埃及的物品，也没有留下埃及人在此殖民的证据，另一方面，波伊奥提亚的文字体系极有可能是爱琴海式的，而非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不过，考古证据显示，这一时期的波伊奥提亚应用了埃及的技术，波伊奥提亚的宗教膜拜、神话、传说和地名也都体现出埃及和闪米特深远而广泛的渗透，公元前三千纪的爱琴海地区或许还有埃及官员，这些都体现出，某种形式的统治权力很有可能存在。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波伊奥提亚的情况扩展到希腊其余地方呢？考古学的模式揭示出，从采用埃及风格的粮仓，以及或许还建设了埃及式的水利工程的角度看，阿尔戈斯地区存在着复杂的协调机构。这似乎表明，这里可能存在着某种统治权力，并且阿尔戈斯和埃及之间实际上肯定存在外交关系。波伊奥提亚和阿卡狄亚的排水和灌溉系统间不寻常的对应关系，以及围绕着两个地区建筑工程的神话和地名之间的对应关系，都显示出，如果阿卡狄亚的水利工程早在希腊青铜时代早期就开始修建，应该也会受到埃及和闪米特的影响。因此，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甚或是在印欧的语言——与印度—赫梯语相对——到来之前，青铜时代的埃及和黎凡特文明就已经对爱琴海地区施加了很大的影响。

青铜时代早期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情况与希腊大陆的情况大不相同。在群岛可以见到非常有吸引力的、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带有城市生活的痕迹，但是没有显示出存在任何强大的国家权力。如同我在第一章里说过的，至少就克里特而言，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埃及和黎凡特对当地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十章中我们会看到，埃及文献的证据似乎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实际上，爱琴海地区和近东的关系在青铜时代早期埃及古王国的鼎盛时期与在青铜时代晚期埃及新王国强盛时的情况基本相似。

当然也存在很多惊人的差异。首先，事实上，经过了第一中间期的分裂和混乱后，当埃及的力量在公元前21世纪的中王国时期重新强大起来后，它似乎对克里特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之变成了分布着宫殿和城邦的地区。相对而言，中王国的兴起对希腊大陆和更靠北的岛屿的影响似乎并没有那么显著。

公元前2000年之后，“弥诺斯的”克里特文化欣欣向荣，或许在政治上也强大有力，因此克里特这个岛屿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成了近东和爱琴海地区沟通交往的最重要的中介。我们将会看到，这对“希腊”文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青铜时代早期与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地区的另一个关键差别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这里几乎没有和直接殖民相关的证据。另一方面，我们在第九章会看到，在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隶属于埃及—闪米特文化、讲埃及—闪米特语的希克索斯王子们实际上在希腊建立了殖民地并开创了长久的王朝统治。






(1)
  Plutarch, De Genio Socratis
 ; de Lacy and Einarson pp. 389-97.关于解读这一篇章的文本上的困难，见Schachter（1981, p. 14）。有关该墓葬和墓葬挖掘的更多资料，见Persson（1932, pp. 295-307）。


(2)
  Levi（1971, I, p. 380, n. 190）.


(3)
  Schwartz（1950, p. 81）.


(4)
  Cartledge（1987, pp. 328-9）.


(5)
  Diogenes Laertios, VⅢ. 87, trans. Hicks（1925, pp, 401-3）.


(6)
  问题并不像Schwartz（1950, p. 78）所想的那样大，因为内克塔内布在公元前379年开始统治，而不是像施瓦茨所认为的那样从公元前378年开始统治。见Lloyd（1983, p. 281）。


(7)
  Plutarch, de Iside
 , 10; 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
 , I.15, 69; Diogenes Laertios, VⅢ.90; Schwartz（1950, p. 78）.


(8)
  至于柏拉图到过埃及旅行这一情况的真实性，相关讨论的参考文献见本书英文版第一卷第459页，注释148。


(9)
  很多作者都持有这种观点。例如，Persson（1932, p. 303）；Schwartz（1950, p. 81 ）。


(10)
  Cartledge（1987, pp. 296-7）.


(11)
  Schwartz（1950, p. 79）.


(12)
  Symeonoglou（1985, pp. 15-19）; Shaw（1987, p. 60）.


(13)
  Hesiod, Merkelbach and West, 1983, frg. 182. Palaephatos c. 42 in Loeb, p. 214, no.96.


(14)
  Odyssey
 , Ⅺ. 262-4.


(15)
  第一卷，第83页。


(16)
  Fragment of Hecataeous, Jacoby（1923-9, I, F.119）.


(17)
  Hesiod, Merkelbach and West, 1983, frg. 182. Palaephatos c.42 in Loeb, p. 214, no. 96.关于这一证据的整体概述，见Buck（1979, p. 46）; Symeonoglou（1985, pp. 76-7）。


(18)
  Fragment of Pherecydes, Jacoby（1923-9, Ⅲ, F.41）.根据对Euripides, The Phoenician Women
 , 638，的考证，卡德摩斯从一个人的牛群中得到了把他领到底比斯的小母牛，这个人的名字是Pelagon。这个名字有没有可能也来自Pз rḳ(w)呢？


(19)
  关于这些来源的详细讨论，见Buck（1979, p. 46）；Symeonoglou（1985, pp. 76-7）。


(20)
  Pausanias, Ⅸ.5.1-3.


(21)
  Strabo, Ⅸ. 2.28; Buck（1979, p. 46）; Symeonoglou（1985, pp. 76-7）.


(22)
  Aischylos, Seven Against Thebes
 , 526-9；Pausanias, Ⅸ. 17.2.关于Symeonoglou对出现这些参考资料中的这一地点的认定，见Symeonoglou（1985, pp. 83, 192）。


(23)
  Loucas and Loucas（1987, p. 100）.


(24)
  Keramopoullos（1917, pp. 381-92）; Symeonoglou（1985, P. 273）.


(25)
  Spyropoulos（1972a, pp. 18-23）. Konsola（1981, p. 100），引自Loucas（1987, p. 96）。


(26)
  Higgins（1979, pp. 25-7）.


(27)
  Spyropoulos（1972a, p. 20）.这里给出的希腊陶器时期的时间更早，因为所依据的埃及对照性历史年表的时间在放射性碳测年中被提前了。见本书第五章注释84
 —88
 。


(28)
  Symeonoglou（1985, p. 273）.


(29)
  一些学者接受了这种结论，例如Treuil（1983, p. 441）; Konsola（1981, p. 140）; Loucas（1987, p. 96）。


(30)
  Schachermeyr（1967, pp. 269-70）; Konsola（1981, pp. 231-4, 238），引自Loucas（1987, p. 97）。


(31)
  Loucas and Loucas（1987, pp. 97-8）.


(32)
  Spyropoulos（1981a, pp. 84-6）.


(33)
  Pini（1968, p. 39）.


(34)
  Spyropoulos（1981a, pp. 117-24）.


(35)
  Pace Treuil（1983, p. 441）.


(36)
  Burl（1979, pp, 130, 254）.


(37)
  Burl（1979, p. 129）. J. Ivimy（1974, pp. 68-80）认为，西尔布利山和公元前三千纪的巨石碑是埃及殖民者修建的，这里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的确认为，当时的建筑者具有高度成熟的数学知识，而且也肯定知道埃及古王国。Ivimy之前遇到的问题是，西尔布利山似乎早于金字塔的修建时间，不过现在已经把埃及古王国的年代往前推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38)
  Loucas and Loucas（1987, p. 99）.


(39)
  Edwards（1947, pp. 136-7）.


(40)
  Loucas and Loucas（1987, pp. 99-100）.


(41)
  Pausanias, Ⅸ. 17.3; Levi（1971, I, pp. 342-3）.关于巴基斯的资料见Kern（1896, Ⅱ, cols 2801-2）。


(42)
  Pausanias, X. 32.9.


(43)
  第一卷，第117—120页。


(44)
  Homeric Hymn to Gē, 11.6-7; Euripides, Nauck frag. 195.


(45)
  关于排干科帕伊斯湖的参考资料，见Hope-Simpson（1965, pp. 113-20）。同时参考Spyropoulos（1972a, pp. 22-6, 1973a）; Fossey（1974）, Wallace（1979）; Knauss, Heinrich and Kalcyk（1984）; Knauss（1986, 1987a, 1987b）。


(46)
  Fossey（1974, p. 7）; Wallace（1979, p. 8）.不过福西承认“开工修建”的时间可能要更早。


(47)
  Lauffer（1981, pp. 245-6）.


(48)
  Knauss, Heinrich and Kalcyk（1984）; Knauss（1986, 1987a, 1987b）.


(49)
  Knauss, Heinrich and Kalcyk（1984, p. 56）.


(50)
  Knauss（1987a, p. 103）.


(51)
  Spyropoulos（1981, pp. 133-4）.


(52)
  Konsola（1981, p. 39）; Loucas and Loucas（1987, pp. 102-3）.


(53)
  Spyropoulos（1981, pp. 135-6）.


(54)
  有关第十二王朝在法尤姆地区进行的水利建设这一重要主题，近来很少有人研究，发表过的相关文章少得令人吃惊，不过可以参考Arnold（1977, cols 87-93）。


(55)
  Tzavella-Evjen（1984）.


(56)
  Marinatos（1946）; Vermeule（1964, p. 35）.


(57)
  Renfrew（1972, p. 110）.


(58)
  Renfrew（1972, p. 288）.


(59)
  Balcer（1974）并没有考虑希腊青铜时代早期或中期的时间。


(60)
  Knauss（1987a, pp. 103-4）.


(61)
  Knauss（1987a, p. 206, n. 33）.


(62)
  Spyropoulos（1973a, p. 209）.


(63)
  Shaw（1987）.


(64)
  第一卷，第88—98页。


(65)
  Volume 1, p. 94.


(66)
  第一卷，第83、186页。


(67)
  Pausanias, VⅢ. 14.2.


(68)
  Kalcyk and Heinrich（1986）; Knauss（1987c）; Knauss, Heinrich and Kalcyk（1986）.


(69)
  Hope-Simpson（1965, p. 81）.


(70)
  Iliad
 , Ⅱ. 605.同时参考Knauss, Heinrich and Kalcyk（1986, p. 604）。


(71)
  关于赫拉克勒斯与阿卡狄亚湖泊的联系，见第二章注释213
 —214
 。


(72)
  Knauss, Heinrich and Kalcyk（1986, p. 604）.


(73)
  第二章注释122
 —124
 。


(74)
  Ventris and Chadwick（1973, p. 543）.


(75)
  Knauss, Heinrich and Kalcyk（1986, p. 611）.


(76)
  Knauss, Heinrich and Kalcyk（1986, p. 611）.参考Strabo, Ⅸ. 2. 18; Pausanias, Ⅸ. 24. 1-3。


(77)
  这里可能存在来自动词erchomai的感染错合。


(78)
  例如，Moscati et al.（1969, p. 47）。


(79)
  Hooker（1979）.


(80)
  Herodotos, V.60, trans. de Selincourt（1954, pp. 360-1）.


(81)
  例如，Astour（1967a, pp. 138-224）; Bérard（1894）。


(82)
  Kalcyk and Heinrich（1986, p. 12）.


(83)
  尚特莱纳试图将之与立陶宛语的rūkēt（挖掘）联系起来。


(84)
  Job 30.3-8.


(85)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59
 —71
 和139
 —141
 。


(86)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23
 —124
 。关于Panau，见Gardiner（1947, Ⅱ, p. 177）。


(87)
  Herodotos, VII. 128-9.


(88)
  Nonnos, Dionysiaka
 , VI.366-80.


(89)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22
 。


(90)
  Pliny, Natural History
 , XXⅪ. 54.


(91)
  Pausanias, VⅢ. 14. 1; Levi（1971, Ⅱ, p. 405）.


(92)
  见本书第八章注释48
 —49
 。


(93)
  Frazer（1898, Ⅳ pp. 231-3）; Kalcyk and Heinrich（1986, p. 12）.他们在第11页复制了拍摄的照片，但是我在上面无法看出这条线。


(94)
  Brugsch（1879-80, pp. 823-5）; Gauthier（1925-31, V. pp. 169-72）.


(95)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35
 —138
 。


(96)
  关于-issos，见本书第三卷。忒修斯（Theseus）在阿提卡的基菲索斯河得到净化，在这里有一处基菲索斯神庙，能够听到河水在地下流淌的声音，关于该地点，参考Pausanias, I.37. 3, Ⅱ. 20.6。


(97)
  Gauthier（1925-31, V, p. 171）.


(98)
  Natural History
 , VII. 209.见Knauss（1987a, p. 199, n. 22）。


(99)
  Pausanias, Ⅸ. 3.3-4; Plutarch, Daedala
 , in Eusebius Praeparatio Evangelica
 , Ⅲ. 1.6.关于the Ded，参考本书第四章注释45
 。


(100)
  Knauss（1987a, pp. 194-9）.


(101)
  Caskey（1956, 1957, 1960, 1971）; Vermeule（1964, pp. 29-44）.


(102)
  Shaw（1987）.


(103)
  Vermeule（1964, p. 35）.关于埃卜拉城的组织结构，见Pettinato（1981, pp. 69-95）。


(104)
  Gale and Stos-Gale（1981）；Stos-Gale and Gale（1984b）.


(105)
  Vichos and Kyriakopoulou（1989）; Bass（1990a）.


(106)
  见本书第四章注释23
 。


(107)
  例如，Dayton（1982a, p. 158）。


(108)
  Vermeule（1964, pp. 45-58）; Renfrew（1972）.


(109)
  Vermeule（1964, pp. 37-9）.


(110)
  关于制陶工人的印记，见Vermeule（1964, pp. 40-1）。


(111)
  Bernal（1990, pp. 54-6）.


(112)
  见本书第四章注释43
 —44
 。


(113)
  Pettinato（1981, pp. 103-9）.同时参考Biggs（1966）, Herrmann（1968）, Kulke（1976, pp. 43-56）。


(114)
  Dayton（1982a, pp. 159, 163）.


(115)
  Pendlebury（1930a, pp. 53, 57, 64-5）.


(116)
  Brown（1975, pp. 8, 106）.关于原本的归属，见Frödin and Persson（1938, p. 234）。


(117)
  这个杯子是雅典博物馆的4578号藏品。见Stevenson Smith（1971, p, 180）。


(118)
  Helck（1979, p. 15）.


(119)
  关于这一文本的副本和讨论，见Astour（1967a, pp. 142-3）。


(120)
  第一卷，第382、501页。


(121)
  Coldstream（1973）; Coldstream and Huxley（1984）.


(122)
  这无疑是引起轰动的消息，相关的不同寻常的观点，见Pearson and Connor（1968）。


(123)
  有关梅拉特的肯定说法，可参考Mellaart（1967, p. 394）。


(124)
  Mellaart（1967, p. 401 ）.


(125)
  Helck（1979, p. 16）; Vermeule and Vermeule（1970）.


(126)
  Vermeule and Vermeule（1970, pp. 36-7）.


(127)
  Vermeule（1964, pp. 64-6）; Konsola（1981, p. 182）. Loucas（1987, p. 103）对两者进行了引用。


(128)
  Caskey（1980）.


(129)
  Stevenson Smith（1971, p. 181）.


(130)
  Howell（1973）, Caskey（1986, pp. 22-3）.近期对相关论述所做的综述见Drews（1988, pp. 17-20）。


(131)
  Vermeule（1964, p. 59）.


(132)
  Buck（1979, pp. 35-6）.


(133)
  Symeonoglou（1985, pp. 69-70）.


(134)
  Symeonoglou（1985, pp. 70-5）.


(135)
  Spyropoulos（1981, pp. 133-7）.


(136)
  见本章注释18
 以及Buck（1979, p. 47）。


(137)
  Symeonoglou（1985, pp. 76-7）.


(138)
  第一卷，第51—54页，第88—101页。雅典和斯巴达的情况将在第三卷中更详细地讨论。



第四章　古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和埃及中王国：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730年

我们在这一章要重新考察，克里特是怎样从一个由小型社区组成的繁荣文明的社会发展成由宫殿统治的权力各自集中的城邦的。这一变化使克里特形成了新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许多个世纪前已经普及于中东大部分地区。克里特带有自身特性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对其自身而言，也是因为它为青铜时代晚期主导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增添了很多重要成分，并且构成了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文明的基础。

这一章着重强调克里特宫殿的兴起背后的埃及影响，尽管在古代传说中对此已经有所提及，但是自从阿瑟·埃文斯爵士于1900年左右在克诺索斯获得考古发现以来，这种影响在整个20世纪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人们发现，“弥诺斯的”克里特文化璀璨炫丽，令人称奇，就连雅利安模式的追随者都无法将它仅仅视为“东方”和“欧洲”之间的一块垫脚石。因此克里特被视为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之一，从而也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就是中亚群山和欧亚大草原，那里养育出了充满阳刚活力的印欧人。
(1)




 弥诺斯早期三段——前宫殿时期

弥诺斯早期三段的陶器时期结束了，弥诺斯中期一段a大约始自公元前两千纪之初。这一变化也标志着克里特历史上宫殿时期的开始。早期弥诺斯时期的克里特大部分都是乡野，只存在极不明显的社会分化，中期弥诺斯时期的社会则是由中央宫殿控制的一个城邦。

对于涉及外部影响的所有变化，孤立主义者柯林·伦弗鲁一概不想强调变化的程度。因此他明确地说：“必须强调克里特在由前宫殿时期转变到原始宫殿时期的过程中的连续性。”
(2)

 这里有个术语上的问题，前宫殿时期既可以指整个早期弥诺斯时期，也可以指即将建造宫殿的年代，而我所说的前宫殿时期就是后者。近来，更年轻的学者重又开始强调在无宫殿的早期弥诺斯时期和前宫殿时期之间进行清晰划分的必要性。他们对平稳演进的质疑尤其集中在克里特东部南海岸的米尔托斯（Myrtos）地区，这里曾被视为早期弥诺斯时期末的一个定居点，处于发展成宫殿的前夕。在对米尔托斯地区的详细考察中，年轻的考古学家T. M.怀特洛（T. M. Whitelaw）展示出，米尔托斯并不能充当早期弥诺斯时期与前宫殿时期克里特社会之间的桥梁。
(3)

 其他学者倾向于接受他的观点。如同一位剑桥考古学家所说，“在重新解释米尔托斯之后，清楚的是，并不能说中期弥诺斯时期的宫殿只是在数量上不同于早期弥诺斯时期的任何原始形态”
(4)

 。另一位剑桥考古学家约翰·彻利（John Cherry）看起来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在文章《进化、革命和弥诺斯的克里特复杂社会的起源》（“Evoltuion，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lex Society in Minoan Crete”）中声明说，他只是认为这一情况更有可能，那就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向宫殿社会的转换在某些重要方面是量的飞跃，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5)

 。在剑桥大学活跃着的考古学顶尖教授是柯林·伦弗鲁，因此彻利如此谨慎也是正常的。不过，彻利内心的想法很明确。他不仅对克里特考古学的奠基人阿瑟·埃文斯及其同时代者激进的进化论观点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并明确把伦弗鲁归为这一类学者，还将这一传统与达尔文主义相提并论，而达尔文主义是最具震撼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体系。生物学界近期在否定达尔文进化论的平稳进化观，主张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a），也就是相对的静态平衡之后的突然变化。彻利则将这种间接平衡观应用到考古学中。他的论述的基础就是，克里特的城镇、乡村和社会阶层与复杂的宫殿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他同时强调，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克里特和近东之间的交往剧增。
(6)



在思索这一现象之前，我们应该先看一下两个地区的相对年表。阿瑟·埃文斯原本在古埃及三个王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克里特陶器时期年表。他的早期弥诺斯时期与古王国对应，中期弥诺斯时期与中王国对应，后期弥诺斯时期与新王国对应。这一整套方案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在过去50年里，人们不得不对其做出调整。
(7)

 其中一项调整的缘由正如把大量时间投入地中海东部地区关系研究中的美国埃及学家威廉·沃德所说的，“大部分采用陶器时期年表的爱琴海研究专家现在都认为，弥诺斯中期一段a的开始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或者是在第十二王朝开始时”
(8)

 。根据他的说法，在这之前的弥诺斯早期三段似乎是在公元前2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开始的。最近，卡多根（Cadogan）教授把弥诺斯中期一段a开始的时间设定在公元前2050年前后，这似乎符合碳测年的结果。
(9)

 不过，他和其他专家整体上认为，这些宫殿的修建始于陶器时期开始的几十年后。无论如何，克里特大宫殿似乎都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之初的25年之内修建的。
(10)

 不过，在此之前显然有一个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前宫殿时期，不同陶器时期的分界在此并不十分明确。实际上，在弥诺斯中期一段a的克诺索斯陶器和更早的弥诺斯早期三段克里特东部的陶器之间存在重叠。正如沃德所言，弥诺斯早期三段后期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在建筑上与之相应的前宫殿时期，并未对应埃及第一中间期，而是与埃及第十一王朝，即中王国的第一个王朝时间相同，而后者开始于公元前22世纪中期，兴盛于公元前21世纪。
(11)



在弥诺斯早期三段，克里特同整个中东的交往骤增，同埃及的交往更是如此。考古学家基思·布兰尼根注意到，克里特受到了来自叙利亚的新一轮影响。例如，他指出，尽管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但是克里特的冶金业此时“受到了叙利亚和奇里乞亚冶金技术和种类的极大影响，在这一时期与之后的时期实际上还从叙利亚进口了匕首”
(12)

 。另一位考古学家科基斯库斯卡（O. Krzyszkowska）注意到，弥诺斯早期三段时象牙进口量显著增加，这些象牙可能来自埃及或叙利亚，其他进口的物品有可能也包括河马牙，那就肯定是来自埃及的。
(13)



彼得·沃伦指出，在克里特发现的弥诺斯早期三段的陶器中，一些小型的圆柱罐和微缩的两耳细颈罐源自埃及的石罐样品。
(14)



考古学家万斯·沃特罗斯（L. Vance Watrous）指出，“在弥诺斯中期一段，克里特的瓶类器物出现了很多新型式，包括高脚杯、龙骨杯、圆锥形杯、有凹槽的双耳大杯和兽形来通，它们都模仿了近东地区具有更悠久历史的容器”。他也注意到了这些容器在克里特、埃及和黎凡特作为特殊的祭祀物品使用时的联系。
(15)

 他提出了有趣而有理据的看法，认为弥诺斯中期一段到二段最早出现在克里特南部的（带托座的）快速陶轮，是从近东引入的，目的是“满足宫殿体系所要求的数量和专有用途”。
(16)




 铅和螺旋

在克里特也发现了这一时期实际来自埃及的物品。在克里特南部的美萨拉的穹隆顶蜂巢式墓葬（tholoi）中发现了属于弥诺斯早期三段和弥诺斯中期一段器物群中的六个埃及圣甲虫雕饰。
(17)

 它们的重要性远远无法以大小或数量来评判，因为它们证实了从弥诺斯早期三段开始都具有复杂装饰风格的埃及与克里特印章间的联系。
(18)

 彭德尔伯里写道，“很多相对应的事物都是如此近似，尤其是当物品输入实际存在着时，我们只能认为埃及和美萨拉在这一时期有着直接接触”
(19)

 。在此之前，F.马茨（F. Matz）在1928年柏林的一份出版物中批驳了埃文斯有关埃及和克里特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他认为这一时期克里特的雕刻艺术与巴尔干甚至多瑙河有联系。
(20)

 其他德国和奥地利学者认为，克里特的印章制造源于安纳托利亚。
(21)

 不过，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的沃德也承认，“尽管这些学者有这种看法，但是即使在最近的研究中，也有很多论述支持埃文斯的原始观点”
(22)

 。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从北到南的联系。铅同位素分析显示，公元前21世纪的两座埃及第十一王朝的雕塑很有可能是用阿提卡劳利昂矿区出产的银制造的。这一同位素分析的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另外，所用的银也有可能是在若干世纪之前的古王国时期输入的，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了古王国时期埃及和阿提卡可能存在交往，而晚些时候埃及从劳利昂地区的矿物进口将在第十一章中讨论。不过，最有可能的合理解释是，中王国早期的埃及和爱琴海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或政治来往。
(23)



关于北方的影响，最经常引用的例子就是螺旋。德国学者称之为螺旋问题（Spiralenproblem），因为在公元前21世纪和公元前20世纪，克里特和埃及都频繁使用螺旋装饰。菲门（Fimmen）和黑尔克等德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回答，他们认为这些装饰来自北方，或许就来自基克拉泽斯。
(24)

 “二战”之后，在反传播论者中更流行的是另一种解释：螺旋是这三个地方各自孤立的发明。
(25)

 沃德就此进行了详尽讨论，在强调独立创造的方便性之后，试着指出了三个传播的中心——基克拉泽斯、土耳其东部和伊朗。
(26)

 这种看法似乎可以接受。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实际上，至少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开始，螺旋图案在整个中东和爱琴海地区已经是普遍可见的。
(27)

 而且，在埃及古王国也存在带曲线的图案。此外还有两个例子特别地与公牛膜拜联系在一起，一是表示埃及姆奈维斯的[image: ]
 （弯弯曲曲的墙），一是ἰзwt上的或敏神的神圣图案[image: ]
 （伸展开的螺旋和角），从其他角度来看，它们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从埃及传入克里特的（见下文）。因此，尽管公元前两千纪之初埃及—克里特的螺旋形可能与基克拉泽斯或安纳托利亚的相符，但是它们在使用时的象征意义可能来自埃及。


 克里特宫殿

在讨论克里特公牛膜拜的起源之前，我们应该先看一看盛行公牛膜拜的宫殿。这些宫殿最初建造于公元前21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似乎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2世纪，到那时它们被迈锡尼的希腊人所控制的时间似乎已经超过了250年。
(28)



克里特所在的区域地震活动频繁，地震造成的破坏似乎远远超出了战争或偶然发生的火灾。不过，除了希腊人在公元前1450年的到来之外，唯一显著的文化断裂似乎发生在公元前18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即迈锡尼文化中期二段的陶器时期和迈锡尼文化中期三段的陶器时期之间，这一时间段在考古学上被视为早期宫殿时期和晚期宫殿时期的分野。
(29)

 尽管宫殿的结构和使用的符号象征都曾有所变化，对于其中一些变化下文还会讨论，但是在整个宫殿时期的八百多年里似乎存在着显著的连续性。因此，我们在审视早期的很多特点时似乎应该将之与我们所了解的晚期宫殿时期快要结束时宫殿官僚制度和经济的许多情况相对比。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克里特的宫殿建筑无疑代表了经济和社会体系向爱琴海南部的延伸，而该体系在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一千多年。
(30)

 而且，该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引入不仅是整体上的，也包括了各种细节。詹姆斯·瓦尔特·格雷厄姆（James Walter Graham）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献给了对这些宫殿的考古研究，他所著的《克里特宫殿》（The Palaces of Crete
 ）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作品。书中写道：

克里特和近东宫殿之间的确存在相似性，这在某些方面几乎无法否认，克里特和埃及的建筑的……情况也是一样。

有些相似性是笼统的，尤其是弥诺斯和上幼发拉底河畔城市马利的宫殿，那里的房屋都环绕在圆形庭院周围，宫殿的不同区域有不同功能……有配有黏土浴缸的浴室、会客大厅，等等。不过，在大体的相似背后又有着根深蒂固的巨大差异，有谁敢说是否其中一种宫殿建筑真的大大影响了另一种呢？某些建筑方法也是广为应用的，例如“半木结构”和直立石的使用。……

有些相似之处是细节上的，例如马利和克诺索斯的黏土管道……或者克里特饰有凹槽的高柱柱身，或许还有某些柱顶……和埃及的柱子；壁画也在有限的程度上体现了接触交流。……

可以获得的证据让我认为，在宫殿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最初建成时，克里特的建筑师尽管了解其他地方宫殿建筑的整体风格，还是创造出了满足克里特人所需、适合克里特的环境的建筑形式，并且采用了他们所熟悉的地中海东部的传统建筑技艺。……［他们］发展了更加有效、更加独特的地方形式，这些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海外邻国建筑的影响。……在某些装饰形式上，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埃及。……弥诺斯的国王希望模仿埃及法老，增添奢华特色，于是可能就选择了埃及式的宴会厅。……
(31)



格雷厄姆在这里承认了近东和埃及的影响，但是非常勉强，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用同样勉强的方式详细描述了埃及对晚期宫殿时期克里特中南部斐斯托斯（Phaistos）的建筑风格产生的独特影响：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论述说，没有理由认为，来自岛屿外部的文化对克里特岛的建筑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是在发展的哪个阶段。这种观点并没有改变。不过，单独引入奢华的装饰，例如细节的修饰，或者引入接待厅或宴会厅的华丽特色，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
(32)



奢华装饰之类的内容对于宫殿并非多余。它们所传递出来的高贵感对于政权和经济的运转都是基本的。
(33)

 克里特宫殿在建造伊始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说，埃及和克里特的珠宝极为相似，这只能说意味着从古代宫殿时期开始的在主题和工艺上的大量借用。
(34)

 克里特绘画中的很多修饰图案都可以在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找到。例如，“弥诺斯人”采取了埃及传统，把女性画成黄色/白色，把男性画成红色/棕色。埃及的生育女神Tз wrt（最高神）被表现成背上覆盖着鳄鱼皮的直立的河马，这一形象似乎就是在这时进入了克里特，并开始转型成爱琴海考古学家称为“genii”的各种昆虫，这些在克里特艺术中是普遍存在的。
(35)



在这一章和这卷书后面的部分中将会讨论到在克里特宫殿中发现的其他装饰和宗教象征与埃及的装饰和象征之间的关系。同样，克里特与中东宫殿在官员和经济结构方面有引人注意的细节上的对应性，这将在第十章中予以讨论。

沃特罗斯最近指出，弥诺斯早期三段有很多源自东方的艺术和建筑革新，它们同宫殿建筑和官僚体系的引入有关，都应当被认为是作为“国王统治的一部分”被统一引入克里特的。他明确否定了伦弗鲁的孤立主义，我认为他的否定是有效的。他还指出，很多历史对应性都显示出，逐渐累积的财富和城市化本身并不能产生在克里特和近东地区产生所发现的独特形式的宫殿社会。
(36)

 沃特罗斯的观点在爱琴海考古学家中间非常不受欢迎，尽管这些观点在其他学科的学者眼里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研究爱琴海地区的学者仍然难以接受他的结论。
(37)



不过有两点是明确的。首先，宫殿的整体模式和以宫殿为中心的社会，以及诸多细节，都是从中东进入克里特的；其次，公元20世纪的大部分学者都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

我引用了格雷厄姆的论述，他也不愿承认克里特对近东地区的效仿，他的整部作品都体现出了这种倾向。基思·布兰尼根在这方面的态度比较明确，前面提到，对于克里特受到外部影响的这一观点，布兰尼根是持开放态度的。他写道：

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整体性的概念：弥诺斯的宫殿完全不同于青铜时代其他地方的宫殿建筑。弥诺斯宫殿的中心是中央的庭院，整个宫殿都围绕着院落从内向外延伸。因此我们看到，建筑师在进行设计时并不会囿于预先设定的空间或形状。
(38)



这里表述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清晰信念：弥诺斯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原始欧洲人”，因此在某些方面具有亚洲人和非洲人所不具有的自由。关于这种看法，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宫殿没有外墙；这也经常被用来证明弥诺斯社会恬静平和的本质特点。这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温克尔曼（Winckelmann）笔下希腊人宁静、天真的形象，对希腊人的这种看法在18世纪和19世纪非常流行、广为接受。同样，近来有人注意到，阿瑟·埃文斯在重构克里特人幸福平静的生活时，也受到了他的教育和上流阶层背景的影响。
(39)



综上所述，克里特的宫殿和宫殿文明是独属于“克里特”的。不过，所有存在中东宫殿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本土特色，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等。在所有这些地方，宫殿都反映了当地的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近期的发现显示当时很可能存在着用人献祭的情况（某些例证将在第三卷中讨论），这表明弥诺斯社会并非像阿瑟·埃文斯所希望的那样恬静安逸。
(40)

 不过，在早期宫殿时期，对于防御和暴力的担忧似乎相对较少，然而到了晚期宫殿时期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似乎意味着，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730年的早期，岛上的宫殿“国家”享有相对的和谐，而且不存在来自外界的威胁。

克里特的其他特征，例如沿海地区高超的装饰工艺，可以简单地用地理环境因素进行解释。把克里特的宫殿文化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文化区分开来的，正是克里特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在这一时期，克里特岛是黎凡特和埃及的影响与本土特点的交汇之处。尽管在前宫殿时期开始时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但是伦弗鲁认为早期弥诺斯时期和中期弥诺斯时期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连续性，他是正确的。我们要记住，这些并不是孤立发展的结果，而是由频繁的文化融合造成的，但是同时，早期弥诺斯时期的克里特无疑是具有独立文化的文明社会。


 克里特的文字体系

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并没有采用埃及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或巴比伦文字，而是使用了自己的象形和音节文字，这也反映出了克里特在文化上的独立。传统上认为，克里特书面文字的发展是在弥诺斯中期一段宫殿奠基后不久，自此弥诺斯早期一段以来一直使用的符号形成了系统，从而发展为一种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使用了几个世纪，直到弥诺斯中期三段开始时，也就是后来的公元前18世纪，才开始被语音音节文字A类线形文字代替。这种线形音节文字在克里特一直使用至被B类线形文字代替，后者是用来书写希腊文的相似的文字，它是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随着希腊人的到来而在克诺索斯开始投入使用的。

必须承认这一方案面对着一些困难。首先是B类线形文字不能直接源自A类线形文字的事实，这就需要假定，B类线形文字是从A类线形文字的前身中分离出来的，但在上面的模式中，象形文字直接发展成了A类线形文字，并不存在A类线形文字的前身。认为是在希腊人征服克诺索斯宫殿时B类线形文字在克里特得到了发展，这种简单的理论尽管有吸引力，但是由于上面的原因，也一样是不可能的。要对铭文的证据进行解释，就需要认为，B类线形文字在这之前早已出现在了希腊大陆。

美国的古典学者斯特林·道（Sterling Dow）提出，音节文字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这给依循传统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希腊人为什么在建起宫殿之前就会需要这样的文字？其次，为什么这种文字在很多个世纪里一直未得到证实？
(41)

 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都不严重。政治和经济结构极其简单的社会也会使用并发展出非常复杂成熟的文字，例如公元一千纪晚期新疆西部的西夏文。上一章里讨论过，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希腊大陆已经出现了一些规模足够大的城邦。至于说公元前两千纪的几个世纪里缺少有关希腊文字的明证，我认为这种对“默证”的担心显示出考古学界缺乏确定的信心；在文字记录中出现更长时间的空白的情况也不少。
(42)



常规方案的另一个困难就来自A类线形文字、B类线形文字和塞浦路斯音节文字之间的关系。塞浦路斯音节文字或许是源自比爱琴海的两大音节文字的原型更加古老的文字。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图示：

[image: ]


来自斐斯托斯的克里特南部宫殿的证据显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的弥诺斯中期一段a时期已经有某种形式的A类线形文字在被使用了。
(43)

 有人认为A类线形文字本身在公元前17世纪和公元前16世纪时早已使用，可以强化这种观点的是这样的事实：这种文字到弥诺斯中期三段b（约公元前1700年）时期已经成了若干不同地区的书面方言，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泥板大多都来自这一时期。
(44)

 如果A类线形文字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之初出现的，那么它的原型，也就是B类线形文字的源头，必然在公元前三千纪时已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字的原型和塞浦路斯音节文字必然在这之前，也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展起来。这种文字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发展起来的可能性，被下述事实进一步增强：那就是，黎凡特地区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具有强大适应性并被改写成多种语言的楔形文字。

因此，最合理的假说似乎是，大约在青铜时代早期伊始，在象形文字于从塞浦路斯经整个安纳托利亚南部再到克里特的区域内形成不久之后，在某个地方就出现了这些音节文字的原型。这种文字的语言与希腊语不同，但是与闪米特学家塞勒斯·戈登（Cyrus Gordon）所推断的安纳托利亚和克里特地区的大部分闪米特语的情况一样，对于浊辅音和清辅音都不加区分。

这样，尽管缺少证明，但是象形文字和音节文字在前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可能都已形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特宫殿并没有接受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或僧侣书写体，尽管在尚无宫殿的克里特与前宫殿时期的克里特之间存在文化断裂，并且在公元前21世纪还出现了来自埃及和黎凡特的巨大影响。矛盾的是，在文字这一重要领域，这样的历史模式似乎可以证实伦弗鲁的观点：从早期弥诺斯时期到中期弥诺斯时期存在着文化连续性。


 早期宫殿时期克里特的膜拜象征

不过，前宫殿时期和早期宫殿时期在其他重要方面都有重要创新，其中具有黎凡特或埃及渊源的新事物数量惊人。在宗教符号中有sṯ[image: ]
 （肩饰）和tἰt[image: ]
 （领带）。后者复制了Ḏed[image: ]
 ，这个符号既代表一种见于膜拜场所的芦苇立柱，也代表公牛的脊椎与肋骨再加上ґ
 nḫ☥，这个写成Ankh的生命之符或许代表着鞋的扣带，不过显得更合理的是代表了古代欧洲野牛的脊椎。
(45)

 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公牛这一埃及宗教象征在克里特得到了更明确的应用，那就是“神圣化的牛角”，这个神圣的图案在克里特宫殿文化中使用得如此广泛，有时似乎是只具有装饰功能的了。20世纪早期的埃及学家纽波里（Newberry）和盖尔特（Gaerte）认为这些符号来自两个埃及语符号的合成：一个是牛角，[image: ]
 ，wpt，一个是被山谷分开的两座山，[image: ]
 ，ḏw。
(46)

 两个符号在外观上的融合最先出现在弥诺斯中期二段，似乎是在克里特本土产生的。不过，从概念上说，这一融合有更古老的埃及根源。金字塔铭文刻写于公元前28世纪和公元前27世纪的埃及第五和第六王朝，但其初创时间显然要更加古老，在文本中有一段文字谈到了这一合并：

Wpy“两座山峰被分开，王者出现了，王者的体内蕴含力量。”
(47)



Wpy显然与wpἰ，[image: ]
 （打开，尤其是生育时打开子宫）联系在一起。与两座山的关系似乎来自另一个象征：зḫt，[image: ]
 ，即两山间地平线上的太阳和太阳落下的地方，也是死亡与重生的象征。这种关联也与埃及和早期弥诺斯宗教中永生不朽与植物复活间的联系（见第一章）相关，在动词群зḫt（泛滥）、зḫt或зḥt（可耕地）、зḫ（莎草丛）和зḫ（是或者成为灵魂）中都可以看出。这似乎出现在希腊语词根lakh-（蔬菜，绿色）中。
(48)

 зḫ зḫ（长成绿色）似乎出现在词语Rarian中，这个名字指的是依洛西斯神圣的肥沃平原，通常更多地被称为奥尔加斯（Orgas）。
(49)



尼尔松反对把这些埃及象征与克里特的“神圣化的牛角”等同，尽管他承认存在“形式上的相似”。他认为，符号[image: ]
 在埃及语中是个象征，弥诺斯的这些例子却只是膜拜仪式中的物品，用来指称地名或神圣之物。他也认为，克里特的象征并没有被附加上任何特殊的神性。
(50)

 不过，现代学者巴里·B.鲍威尔（Barry B. Powell）指出，两座山的情况也是一样，他甚至否定了尼尔松的其他更加含蓄的反对意见。
(51)

 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神圣化的牛角”是在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发现的丰富的埃及宗教象征之一。


 公牛膜拜可能存在的安纳托利亚渊源

对牛角的讨论把我们引向了宫殿时期克里特的公牛膜拜，我们认为这种膜拜可能来自中王国早期的埃及。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公牛都是迷人而有力量的动物。因此，公牛膜拜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而且看起来通常都源于本土。不过，克里特的名字本身可能就来自常见的埃及地名Ḳзyt（高地），多山的克里特格外适合山羊、野山羊或克里特长角山羊栖息繁衍，却不适合公牛。
(52)

 那么公牛膜拜又从何而来呢？如果要寻找东方的渊源，传统上的备选者就是安纳托利亚。
(53)

 例如，瓦尔特·伯克特在其现今被奉为经典的《希腊宗教》（Greek Religion）中写道：

如今，在新石器时期城镇恰塔尔许于克的发现让我们几乎无法怀疑，牛角象征，也就是埃文斯所说的“神圣化的牛角”，的确源自真正的公牛角。在恰塔尔许于克的祭坛内发现的密集排列的公牛角，就是狩猎野牛所获的战利品，那时野牛还没有被驯化，那些牛角被陈列在女神的周围……在恰塔尔许于克到克里特的路上开始出现了驿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的来自塞浦路斯的圣殿模式……
(54)



伯克特对克里特公牛膜拜起源的分析与他对双头斧起源的推测一样存在严重的问题。
(55)

 恰塔尔许于克的公牛膜拜令人无法忽视，但是伯克特未能指出，这里的公牛膜拜是在公元前六千纪兴盛而后衰落的，也就是说，这要比塞浦路斯或克里特得到证实的最早的“神圣化的牛角”早三千多年。实际上，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传统或零星出现的情况是，在埃及，从公元前十一千纪到公元前四千纪的早王朝时期，会用突出地面的带角的公牛头来对墓葬进行标示。
(56)



我经常论述说，我们不应该过分注重“默证”，公牛角的膜拜功用在安纳托利亚可能已存在了三千年，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无论如何，把安纳托利亚视为“神圣化的牛角”的源头似乎牵强，所以我们在上一节里已经给出了更有说服力的埃及—克里特渊源。而把安纳托利亚视为整个克里特公牛膜拜的源头也一样牵强。

在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早期的克里特几乎找不到公牛的形象。
(57)

 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塞浦路斯存在公牛膜拜。在同样的时代，在宫殿时期开始时，公牛在克里特的宗教生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核心位置。


 雷电与性：敏神、潘神和Bw
 ÄZÄ

克里特公牛膜拜是公元前21世纪和公元前20世纪在岛上突然出现的。在这一节里，我们要脱离考古学的路线，看一下克里特公牛膜拜的另一种可能的起源。我认为，虽然安纳托利亚的膜拜被证实比克里特的膜拜早了三千年，但是克里特公牛膜拜并不是源自安纳托利亚传统，而是来自与之同时代的第十一王朝时的埃及。不过，在探讨埃及中王国早期的公牛膜拜之前，我们应该先看一下更早的非洲公牛膜拜及其与克里特的关联。

我们应该从埃及的敏神开始说起，敏神的对应者是希腊的潘神，希罗多德认为，他“非常古老，是早于其余神灵的八大神灵之一”
(58)

 。埃塞俄比亚的麦罗埃（Meroe）是尼罗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位于现今的喀土穆（Khartoum）以北100英里处。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把麦罗埃诸神命名为伊希斯、潘、赫拉克勒斯和宙斯。
(59)

 比他年轻的同时代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认为，他们膜拜的是赫拉克勒斯、潘、伊希斯和另一个野蛮的神。
(60)

 第四卷将继续讨论其他神灵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潘，即埃及的敏神。

在科普托斯（Koptos）和阿克敏（Akhmin）这两座南方城市，敏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埃及历史上最古老的阶段。敏的名字可能起初被读成*Minw，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敏就与努比亚和蓬特（Punt）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尼罗河上游距离埃及最近的国家，后者位于东非更南一直到海的地区。
(61)

 在中王国时期敏被称为“年轻的异乡人”，其所来的方向显然是南方。
(62)

 在托勒密文书中，敏总是与Mḏз和蓬特联系在一起，Mḏз指贝贾人（Beja），他们如今仍居住在尼罗河以东的沙漠，也就是现在的埃及南部和苏丹东部。敏神还被视为热带地区奢侈品的消费者。法国的埃及学家沙西纳（Chassinat）等人的假设是，沿海地区与尼罗河河谷之间的贸易中介人或许就是贝贾人。
(63)



在埃及，敏神和繁衍、生长联系在一起，这似乎不符合沙漠之神的身份。我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可以把敏神与现代的东非神灵Bw
 äzä对应起来，这一神灵代表着伴随雨水而来的具有繁衍之力的雷电。

除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雅兹迪（Yazidis）和阿拉维（Alawi）可能例外之外，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中南部古拉格（Gurage）的非基督徒和非穆斯林，或许是今天仅存的讲闪米特语的“异教徒”了。这些人仍然崇拜肆意狂暴、性欲极强的Bw
 äzä或Bazo。一首古拉格圣歌中说：

Bw
 äzä啊，在你降临的哪个地方，

在你去过的哪个家中，

你不曾杀死为人父或为人子者，

你不曾诱拐为人母或为人女者？
(64)



有趣的是，这两个显然矛盾的特征似乎反映了Bw
 äzä这个名字本身的词源。这个词来自闪米特语或亚非语系的双辅音词根√BZ，该词根具有多种形式，词汇学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将之分成了两个语义群：“裂开，分开，扩散”与“膨胀，使受精和充满”。
(65)



我会在第三卷中论述，名字Bw
 äzä在迦南文化中呈现为Bō˂
 az。在《路得记》中Bō˂
 az是拿俄米的亲戚的名字，他与繁衍的联系表现在他与路得的婚姻中，婚礼是在伯利恒，即“面包的房屋”（House of Bread），处于收获季节的打谷场上举办的。
(66)

 《圣经》中耶和华（Yahweh）神庙前放置的一对柱子之一的名称就是Bō˂
 az，这与Bw
 äzä的雷电特征相对应。据信，Bō˂
 az也是其他迦南神庙前类似柱子的名称。
(67)

 在神庙前放置独立的柱子，这种做法也能在古拉格的Bw
 äzä膜拜中找到对应。Bw
 äzä的祭司称为maga，这个别有意味而又令人费解的名称与伊朗的magi非常相似。他们分配小块的木头，这些木头被称为šäna，是从被闪电击倒的树上取下的。这些木头会被放到距离院子入口不远的地方或棚舍外面，正如人类学家威廉·沙克（William Shack）所说，“只要放置了šäna，就代表这块土地和财产得到了祝福，其他人也会由于畏惧Boza（Bw
 äzä）的报复而表示尊重”
(68)

 。这种放置在房屋前的精神上的雷电导体，与古拉格地区普遍放置在神庙前的Bō˂
 az似乎相互对应。人们需要从这位西闪米特宗教中的凶猛然而有创造力的神灵身上寻求保护，这也表现在乌加里特关于Ba˂
 al的赞美诗和史诗之中，他毫不留情地进行惩罚，又可使土地肥沃丰饶，同时他就像暴风雨一样劈开并卷起树木。
(69)



这种膜拜或许与克里特存在有趣的关联。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一个学生克利尔克霍斯（Klearkhos）在公元前5世纪描写过，意大利南部塔兰托（Tarantum）的人们征服了附近的城市考斯纳（Kausina），居住在那里的人被称为雅皮吉人（Iapyges）。这一行为受到了惩罚，塔兰托人遭到了雷击。因此，他们在那些被雷电击中的人的门前立起了柱子，并向这些献给“降罪者”宙斯（Zeus Katabaites）的柱子献上祭品。

英国古典学者库克（A. B. Cook）令人信服地论述说，这种崇拜“指向了克里特”。实际上，克利尔克霍斯给出了一系列的细节，可以支持传统信仰中有关Iapyges的词源Iapyx来自克里特的观点。
(70)

 库克也提出，宙斯使用的雷电或许与克里特的双斧有关，他认为这是宙斯的象征。
(71)



伯克特追寻双斧形象的踪迹，一直追溯到了公元前四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但是那时并没有明显迹象显示这一形象有任何宗教含义。不过，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在古埃及也有双斧膜拜。
(72)

 克里特的双斧有些排列在矮护墙边，有些则是独立放置的。如果接受库克提出的看法，那么在克里特的双斧的宗教用途中，至少有一种与雅皮吉人的柱子一样，都是为避免现实中的和精神上的雷击。我们会在下面看到，双斧的形状与宙斯使用的雷电也有些相似。因此，古拉格人用从被雷电劈倒的树木上取下的šäna来保护人们不受Bw
 äzä伤害，与此相似，双斧的形象也既代表着它所带来的伤害，又代表着保护人们免受其伤害。

我们并不清楚，宙斯的埃及对应者阿蒙是否也有雷电武器。不过，早已存在并经常与阿蒙和鹰/牛神联系在一起的敏神，显然拥有雷电，即Ḫm，[image: ]
 。Ḫm是敏的象征，被用于两个膜拜他的城市的名字之中，即Akhmin（阿克敏）/ Panopolis（帕诺波利斯）和Koptos（科普托斯），可能也用于公元前9世纪上埃及一个行省的名称中，这个省在希腊被称为Khemmis（凯米斯）。这一神秘符号至少可以追溯到埃及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3200年），它的含义模糊晦涩。加德纳不太确定地称之为“两个箭石化石”。他指出，“最早的［符号的例子］代表双头的箭”
(73)

 。埃及学学者温赖特（G. A. Wainwright）认为，Ḫm是在公牛与公羊雷神融合之后阿蒙从敏那里获得的常规雷电武器。
(74)

 因此，当代自然史无法解释的神秘箭石可能就这样在埃及和希腊得到了解释——它们是雷电。在古风希腊的雕像上，宙斯一只手拿着箭石“雷电”，一只手拿着看似菊石的权杖。
(75)

 Ḫm，“两个或成对的箭石”，也非常近似于公元前7世纪对宙斯将要掷出雷电的展现。
(76)



有趣的是，埃及的许多神灵都有旗帜，而敏神的神庙前竖起的却是仪式柱。这些是ἰзt或ἰзwt[image: ]
 。这个符号似乎代表着带着螺旋的权杖上的公牛头或角，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螺旋的意义并不明确，可能是牧人的棍杖和/或菊石，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菊石是一种最普通的腹足纲生物化石，尽管实际上没有头，但是形状像是盘在一起的蛇，而它本身就被视为雷电。Ammonite（菊石）这个词源于Amon（阿蒙），几乎可以肯定，在中世纪的学者把这种化石称为Cornu Ammonis并由此渐渐形成了如今的ammonite这个名称前，其他人已经看出了阿蒙的公羊角与菊石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由此而生的联系。
(77)

 而ἰзt可能也代表着子宫，写成[image: ]
 ，或许螺旋和迷宫也是如此。
(78)



此外，有趣的迹象也显示出，成双的箭石Ḫm符号可能也以类似的方式出现。尽管词语ḫm（圣地）和词语ḫm（神圣意象）被证实只是从中王国时期开始才与[image: ]
 写在一起，但是语音上的ḫm似乎有可能意味着“神圣的”，而象征神圣力量的“双箭石”更多地被作为神圣庄严的一般性符号使用，这也是双头斧在克里特的使用方式。
(79)

 这就使得前王朝时期和古王国时期埃及仪式中的双斧更有可能是Ḫm的发展或变体，而Ḫm即使不是克里特“双斧”最重要的来源，也是重要来源之一。

回到对敏神的讨论上。研究过敏神膜拜的埃及学学者戈捷和沙西纳试图解释敏的两种特征，即作为干旱蛮荒之神与肥沃耕地之神，他们认为，对敏神的膜拜始于热带的蓬特，然后从东方的沙漠传播到上埃及，在那里与科普托斯古代的丰饶之神Kз mwt.f（他母亲的公牛）同化。
(80)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融合，时间可能就是在公元前四千纪，因为科普托斯的敏神雕像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开始之前。
(81)

 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可能出错的精准判定，仅只认可在包括上埃及在内的东非的宽广地带，对敏一类的神灵的膜拜是与牲畜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湿润地区，这一膜拜倾向于与庄稼丰收联系在一起，在干旱地区，与这一膜拜联系在一起的则是雷声隆隆却不下雨的现象。敏与异乡客的多山国家具有特殊的联系。
(82)



无疑，敏神的最主要的动物形象是公牛，他不仅被称为Kз mwt.f，也被称为Kз nfr（美丽的公牛）和Kз nḫt（强大有力的公牛）。有时他的形象也被与公牛角一起呈现。
(83)

 而且，他的巨大阴茎长在腹部而非阴部，就像公牛一样。不过，如同德国埃及学学者奥托（Eberhard Otto）所说，在敏神和公羊神阿蒙之间一直有“根本上的近似关系”
(84)

 。从第十一王朝开始，这两个神灵在底比斯就相互关联，而到了新王国时期，阿蒙和拉似乎在很多膜拜中都与拥有竖起的巨大阴茎的敏神融汇到了一起。
(85)



希腊的潘神被表现为山羊，这也可以解释为与公羊/山羊神阿蒙相融汇的结果。潘来自敏神，可以证实这一点的不仅是他巨大的阴茎、他与牲畜繁衍之间的联系以及他在荒野的居所，而且还有对他的形象的描绘，他经常被描绘为带着鞭子，就像伴随他的萨蒂尔（Satyrs）一样拥有黑人特征的黝黑皮肤。他的母亲卡丽丝托（Kallisto）的埃及名字和神话地位将在第四卷中予以讨论。

在19世纪早期，尼布尔的赞助者，浪漫主义诗人和神学家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推测说，潘神的名字Pan源自欧洲词根*pa(s)（守卫，保护），这一词根生成了pasture（牧场）、pastor（牧师）等词语。
(86)

 法国古典学者菲利普·博尔若（Philippe Borgeaud）写过一本关于潘神的书，认为公元前6世纪对被称为Paoni的潘的献礼，可以证实福斯的观点。博尔若说，该词来自*Pāwōn，源头上则来自提供了所需要的s的*Pa(s)ōn。
(87)

 尚特莱纳对此表示怀疑并支持荷兰学者C. H.瑞格（C. H. Rujgh）提出的主张，认为潘的名字是“前古希腊的”，可能只是被视为阿波罗的古代名字的Paiáōn的同源双式词。
(88)

 在第一卷中已经提到名字Iōn、Iaōn和Paiōn之间的关联，以及其来自埃及语中含义为“野蛮的”和“蛮族”的ἰwn和pз ἰwn的词源。
(89)

 这样的名字似乎非常适合野蛮的潘神。

不过，这似乎不是这个名字的唯一来源。把*Paiáōn缩写为Pan似乎受到了神圣而神秘的谐音双关或双关的影响，古代近东和地中海的文化充满了这种双关的印迹。
(90)

 首先是希腊语的pan（所有的，一切）。不过，另外两种或许是埃及语，并把潘和敏联系到了一起。例如，它可能与Pз ḫm，‘The Ḫm’本身有关。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名字Pan的形成受到了埃及语的pз ἰm（呻吟）的影响。语音上的一个对应词来自希腊词语pan的变体panos（尼罗河的鱼），这一说法来自埃及语pз ἰn（鱼）。
(91)

 在语义上，在pз ἰm（呻吟）与ґ
 š（呻吟）和ґ
 š（雪松）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二者都用来指代神话场景中位于一棵树里的奥西里斯。
(92)

 从其他名字中也可以看出神灵的名字与呻吟之间的联系。例如，来自闪米特语的Båkȗi（被哀悼）的名字Bakchos，还有他的对应者来自印欧语的名字Pentheus（被哀悼）。
(93)

 从词语panikos和panismos（惊恐和恐怖的事）中，可以看出潘神与呻吟的联系。普鲁塔克在关于塔穆斯（Thamus）的故事中清晰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塔穆斯显然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神灵Dumuzi/Tammȗz，司掌庄稼和牲畜的繁衍，每年人们都会哀悼他的早夭。
(94)

 他在很多方面与埃及的奥西里斯对等。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塔穆斯得到了神秘的指示，要他航行到派洛德斯（Palodes），宣告：“伟大的神祇潘已死！”他这样做了，“他的话音未落，就传来哀伤的哭喊，哭喊声不是来自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混合着惊诧的呼声”。
(95)




 敏神与弥诺斯

我们分析了埃及好色的公牛神敏和希腊好色的山羊神潘之间的联系，现在让我们沿着这一思路，看一看爱琴海地区Minos（弥诺斯）这个名字中可能表现出的埃及Min（敏神）的影响。

根据至少可以追溯到赫西俄德时代的希腊传说，弥诺斯是克里特的国王和立法者，“人类的国王中最有王者风范的王”。
(96)

 荷马也认为弥诺斯是死者的裁决者。
(97)

 这一埃及化的角色似乎可以使他等同于奥西里斯。不过，到了新王国时期，阿蒙被视为具有bз或奥西里斯“灵魂”的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视为bз或奥西里斯的“灵魂”。在公元前7世纪的塞易斯王朝版本的《亡灵书》中提到了对阿蒙的呼唤，这时阿蒙已经与奥西里斯合而为一，成为死者的裁决者。
(98)

 那么在这一方面，克里特的弥诺斯就与奥西里斯和阿蒙两者都相似，同时也通过敏神与阿蒙的融合而与敏神相似。

在第十章中我将考察奥尔布赖特（Albright）提出的假说，那就是，埃及语中用来指一个外国国名的Mnws，可以通过Minos（弥诺斯）与克里特对应。我也会探讨Minos与Mзnw相互关联的可能性，Mзnw指太阳落下的山峰，与太阳神拉直接相关，拉又与阿蒙相关。
(99)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Mnws和Mзnw的发音，因此它们与Minos的关系只能是不确定的，尤其还因为，希腊名称并非直接指代克里特岛，而只是指代传说中的克里特国王。

名字Minos更有可能的来源是埃及第一位法老Mn（约公元前3400年），人们通常按照后来希腊人记录的名字Mēnēs（美尼斯）来称呼他，不过几个世纪之前的希罗多德曾经称之为Min（敏）。
(100)

 这个名字很难解释，因为官方的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国王名录采用了一种名字（Nbty-name）来指称第一王朝的早期统治者，而当时人用的是荷鲁斯名（Horus-name）来指称在世的法老。于是，尽管Nbty名的Mnἰ出现在了国王名录上，但是人名Mn在同时代的铭文上只出现了一两次。因此，我们很难得知附加上的荷鲁斯名是哪个。加德纳和劳埃德或许是正确的，他们把Mn等同于该王朝的第一任法老，其荷鲁斯名是Nar ґmer。
(101)



不过这个问题并非我们要考虑的，因为这个名字明显是由第一王朝早期一位重要的法老所使用的，而在后来的时代，Mn(ἰ)被普遍认为是王朝统治的创建者。也有可能，这里存在与单词mn（坚实，建好的）的双关，mn有时会用作不及物动词（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克里特的弥诺斯可能只是当地“创建者”和统一者的称号。
(102)

 在古典时期，Mn似乎不仅被视为第一位法老，而且是各个地区连续的政府统治的开拓者。狄奥多罗斯描述了Mn和克里特的弥诺斯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根据他的说法，这位埃及人是：

……这样的人，不仅有伟大的灵魂，而且其一生都是名字得到记录的所有立法者中最有公众精神的。根据传统记述，他声称赫尔墨斯把法律传给了他，保证说他的事业会受到神的祝福，这就如同希腊人所说的克里特的弥诺斯以及斯巴达人当中的莱克格斯（Lycurgus），前者声称他的法律来自宙斯，后者声称他的法律来自阿波罗。
(103)



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克里特的公牛膜拜，这一后来的传统把敏/美尼斯与公牛联系到了一起。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时的罗马作家伊良（Aelian）说，美尼斯创建了阿匹斯的公牛膜拜。
(104)

 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认为，这是在第二王朝时期创建的，不过他的说法没有得到支持，因为第一王朝法老ґ ḥ统治时期就已经提及了这一膜拜。
(105)

 而且，在Min/Mēnēs与Mn nfr，即阿匹斯的膜拜地点Memphis（孟菲斯）之间存在很多联系。
(106)

 于是，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接受伊良的说法，尽管这一膜拜创建于他写作之前三千多年。这是传说能够在漫长的时间跨度里持久流传的一个典型例证，我认为它也是很有启发性的。简而言之，考虑到名称的相似性、与公牛膜拜的联系以及作为政治秩序创建者的埃及统治者的形象，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合理地认为，弥诺斯是源自敏/美尼斯的立法者和死者的裁决者。

不过，弥诺斯国王名字的来源不只是敏/美尼斯，此外至少还有两个名字。第一个是Mnevis（姆奈维斯）。前面引用了狄奥多罗斯的文本，这位作家显然谈到了美尼斯，不过他使用的名字是Mnevis。这是个希腊名字，用来指ἰwn或赫利奥波利斯的神圣的公牛，这个地点就在如今的开罗郊外，第一卷中已对此进行了讨论。
(107)

 公牛的名字通常在埃及语中写成Mr Wr，即“伟大的Mr”。不过，在中王国时期的棺文中其被写成了Nm Wr。
(108)

 20世纪初的德国埃及学家库尔特·泽特认为Mnevis来自假设中的埃及形式*Mnewe，这在后来发现的Mnἰ的写法中得到了证实。
(109)



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埃及语中的三个双辅音mr、mn和nm之间就存在很多混淆。需要指出，在中王国时期，闪米特名字中的l几乎被不假思索地改写成了埃及语中的r、з和n。写成n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埃及的Kbn这个名字，这个城市中讲闪米特语的居住者称之为葛布拉（Gubla），后来的希腊人称之为毕布勒（Byblos）。
(110)

 所有这三个音，mr、mn和nm，都与牛有关。Mrw的意思是“公牛”，mry的意思是“战斗的公牛”。除了Mnἰ之外，还有词语mnἰw（牧人）、mn ґ
 t（产奶的奶牛）和mnmnt（牛）。Mnmn mwt.f（他母亲的公牛）是敏的修饰语。Nmἰw看起来很像mnἰw，含义是“贝都因人”（Bedouin）。
(111)

 Nmnm和mnmn一样意味着“震动”，不过前者也有“像畜群一样前后移动”的含义。有趣的是注意到，nmἰ的两种含义：[image: ]
 ——即“跨越”（在晚期埃及语中是“四处旅行”）和[image: ]
 （牛叫声），二者都包含[image: ]
 ，加德纳认为这个符号应该按照“某种未知的原因”读成nm的发音。不过，同样的符号出现在mrrt的写法[image: ]
 （街道）和公牛名字Mnevis Mr Wr的写法[image: ]
 或[image: ]
 中。但是，语音上的nm和语义上的“弯弯曲曲的墙”一起出现在了晚期埃及语的nmґ
 （开始，筑墙）之中。围绕着在nomaditēs（游牧民族）和nomos（法律）中出现的词根nom-的希腊语义群，源自这个以nm为核心的埃及语义群，我们将在第三卷中对此进行讨论。
(1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三重的对应。在埃及，公牛膜拜与名字Mn联系在一起，Mn指的是创始的法老和弯弯曲曲的墙。在克里特，公牛膜拜与开国之王弥诺斯和迷宫联系在一起。这种对应还可以更为接近。古典学者和埃及学学者艾伦·劳埃德指出，斯特拉博描写的发生在孟菲斯的阿匹斯和赫菲斯托斯（卜塔）神庙甬道（dromos）中的公牛间的战斗，属于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传说，似乎象征着荷鲁斯和塞特之间的争斗。
(113)

 要把dromos一词译为英文实在困难。它显然是个可以奔跑的地方，但是形状是不确定的。它可能是圆形剧场，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通道或跑道，那么是否带有弯弯曲曲的墙呢？正在决斗的公牛通常被称为mry，这个词显然与Mr Wr联系在一起。此外，Mr Wr/Mnevis有时被表现为公牛，但是也被表现为长着公牛头的人，因此就与迷宫中的弥诺陶洛斯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这样的表现可能只是出现在后来的时期。
(114)



古代流传的记述说，弥诺斯的建筑师代达罗斯按照埃及模式建造了克诺索斯的迷宫。
(115)

 值得注意的还有，希罗多德最早大量使用词语labyrinthos时，并不是指克里特的建筑，而是指第十二王朝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ḥe III，公元前1859年—公元前1814）修建的复杂的大型陵庙，其位置是在现今的哈瓦拉（Hawwâra），法尤姆入口的El Lâhȗn以西数英里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大型建筑在希罗多德的时代之后仍然矗立，公元前1世纪时斯特拉博或许还看到过它。
(116)



埃及学家海因里希·布鲁格施（Heinrich Brugsch）受埃及人赫迪夫·伊斯梅尔（Khedive Ismail˂
 il，1866—1879）聘用，成为商博良（Champollion）之后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位埃及学教授。他也写了一本内容广泛的《古埃及地理词典》（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de l’ancienne Égypte
 ），于1879年出版。他在其中提出，希腊的labyrinthos（迷宫）源自埃及建筑名* R-pr R-ḥnt（湖泊入口的庙宇）。
(117)

 这个名字没有得到证实，但是r-pr是“庙宇”的常用名称，R-ḥnt则是地区的名称，在科普特语中表现为Leḥōne或Liḥōne，这在如今的村庄名El Lâhȗn中得到了保留。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一假说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并没有得到赞同，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戈捷在他的《地理词典》（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中激昂有力地对此进行了否定。
(118)

 在20世纪之初，彻底地否定了* R-pr R-ḥnt作为词源的可能性的，是吕底亚语（Lydian）中的labrys（双斧），在克诺索斯频繁发现双斧符号，因此增加了这个词源的可信度。
(119)

 前面提到，双斧是弥诺斯克里特的重要宗教象征，但是我们难以看出为什么要给建筑起这个名字。不管怎样，很难确定克里特曾经使用过吕底亚语或其他安纳托利亚语。显然没有能够将labyrinth（迷宫）和Lydia（吕底亚）联系在一起的重要传说。这一牵强的假说的来由似乎在于1880年后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大多数德国和英国学者无法想象的埃及或闪米特渊源，与近东的其他地方相比，他们更倾向于承认安纳托利亚的“小亚细亚”影响。

我在第一卷中接受了布鲁格施提出的词源* R-pr R-ḥnt，这一词源在最近由闪米特学家罗伯特·施蒂格利茨（Robert Stieglitz）重新提起。
(120)

 我仍然相信，这个名字可能影响了希腊词语。不过，我现在更乐于接受马伯乐（Maspero）、施皮格尔伯格（Spiegelberg）和阿瑟·埃文斯提出的词源，然而历史学家H. R.霍尔（H. R. Hall）在1920年对这一词源表示了怀疑，最近艾伦·劳埃德则彻底将之否定。
(121)

 这种词源是，labyrinthos源于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姓名中的第一个名字Ny-mзґ
 t-Rґ
 ，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是埃及“迷宫”始建造者。古典作家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Ny-mзґ
 t-Rґ
 ，包括Marēs、Lamarēs、Lamaris、Labarēs和Labaris。
(122)

 迷宫建筑的名称和迷宫所献给的法老的名字之间的巧合，在我看来似乎是太突出了。我认为，通常被认为是在前古希腊时期广泛传播的词尾-nthos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包括齿音前简单的鼻音化。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我认为它来自埃及语的nṯr［神（在泛神论的意义上）的生长］，就如同单词anthos（开花，生长）本身的情况。
(123)

 词语labyrinthos词尾的-inthos可能也是这样。

前面提到过，在迷宫和埃及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而且，埃及对克里特宫殿在建筑和装饰上产生了很多明显的影响。与此相对的是，在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和安纳托利亚之间只存在无关紧要的微弱影响，与吕底亚之间则根本没有影响。由于这些原因，以及更恰当的语义上的对应，我主张labyrinthos具有埃及语词源而非吕底亚语词源。

即使名称“labyrinth”（迷宫）并非来自埃及，并且尽管在后来的希腊语和其他语言中，在为公牛准备的dromos，即陵庙，与克里特宫殿之间有明显的混淆，但是，埃及的公牛膜拜和宫殿时期克里特的公牛膜拜之间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我们能确定哪里的膜拜在先，因为公牛膜拜在埃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纪，但是在克里特只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继续讨论具体的传播情况之前，考察一些神话上的对应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克里特的弥诺斯具有一些并不符合其伟大立法者形象的特性。据说，他会强奸和诱奸女子。
(124)

 当然，在这方面弥诺斯可以和宙斯相比，只是弥诺斯明显并非超越于凡人之上的神灵。不过，弥诺斯的这些特点的确与埃及的敏神相对应，而非与名字为敏的法老相对应。

首先，在敏神的象征，Ḫm（双箭石）与在弥诺斯克里特普遍存在的双斧之间有明显的对应性。而且，在弥诺斯的故事中，弥诺斯钟爱一头美丽的白色公牛，这头牛成了他牛群的首领。而后弥诺斯的妻子帕西菲（Pasiphai）命令代达罗斯为她造出了一只木制母牛，她蹲在里面与白色公牛交配并因而怀孕，生下了牛头怪弥诺陶洛斯。埃及的公牛神敏有一头敬献给他的白色公牛，这与他的修饰语Kз Mwt.f［他母亲的（使之怀孕的）公牛］有关系。因此，考虑到弥诺斯和帕西菲的儿子弥诺陶洛斯是他的白色公牛，他们可以与敏神对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敏神膜拜中包括一头黑色的神圣母牛，ἰḥt kmt。
(125)

 鉴于埃及的敏神和阿蒙与克里特的宙斯和弥诺斯之间有相近的成对关系，而在第一卷中我们讨论过，宙斯的恋人艾奥（Iō）的名字很可能源于ἰḥt（奶牛），因此这种可能性也是有趣的。
(126)



作为神灵的敏和作为法老的敏相融合，这并非纯粹的克里特现象。在埃及，二者有时会被共同膜拜。在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世纪）的底比斯敏神盛宴上，出现的第一个神灵雕像就是敏/美尼斯的雕像。
(127)



因此，即使在二者之间没有实际联系，就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古代的双关现象也会让膜拜者看到显著的宗教联系。
(128)

 所以，王室的敏/美尼斯、神灵敏和神圣的公牛姆奈维斯，似乎就构成了弥诺斯的全部传奇特点。


 对于存在埃及影响的反对意见

对敏神和弥诺斯之间惊人的相似性的揭示，实际上是比较神话学而非考古学的内容。而且，在希腊，有关克里特的传说存在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700年的几何时期的陶器时期和公元前776年—公元前500年的古风时期，而克里特宫殿公牛膜拜的出现时间比这早了一千年，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时间鸿沟。如果进行综合考虑，我们似乎就有可能与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和他的众多追随者一样认为，克里特和埃及之所以存在对应性，只是后来希腊同“蛮族”（也就是埃及祭司）的“结合”与“联络”的结果。
(129)



然而，这种解释面临两种主要的困难。第一，对应关系存在突出的复杂性。第二，事实上，尽管有关弥诺斯国王的各种传说的完整版本只是后来出现的，但是赫西俄德和荷马都在作品中断断续续地对此有所提及，这清楚地表明，在他们的时代这些传说已经为人所知。因此，那些现代学者如果主张这些对应性是后来虚构出来的，并且如果他们与缪勒不同，持有系统的观点，那么他们就必须把这样的虚构设定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而我认为赫西俄德是时代较早的诗人，他就属于那个年代。
(130)

 也就是说，这种虚构只能是要么发生得更早，可能是在公元前1150年—公元前1000年的次迈锡尼时代，此时在爱琴海和中东之间存在不太复杂也相对不太友好的接触，要么就是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后一种情况似乎意味着，在人们对素材进行编造时，不仅在埃及和克里特有文化水平很高的祭司，而且克里特和/或迈锡尼宫殿仍然繁荣，或许还有某种历史记录。这似乎就限制了历史虚构的可能性。不过，毫无疑问，这些神话或许就是在这个时期生成的。而且，考虑到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埃及和爱琴海之间的密切联系，人们甚至可以发现这种虚构背后的动机：那就是将两个地区联系到一起，建立起埃及胜于北方的优越地位。

不过，还有进一步的证据支持更简单的情况，那就是，传说反映了某些真实的历史，就如同克里特宫殿是近东影响的结果一样，在宫殿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的公牛膜拜也来自埃及，特别还是在同一时间，即公元前21世纪。


 蒙特和拉达曼提斯

要审视另一种证据的来源，先考察一下拉达曼提斯国王的情况或许会有所助益，他是传说中弥诺斯的一个兄弟。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尝试着提出，Rhadamanthys（拉达曼提斯）这个令人难忘的名字来自*Rhabda Mantis（拿着魔杖统治的人），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则不那么确切地表示这个名字属于卡里亚语（Carian）。
(131)

 另一方面，尚特莱纳认为这一推测和其他推测都是“没有根据的”。我相信这个名字有可能来自埃及语的*Rdἰ Mnṯw（“Mnṯw或Mont给予”，或者“Mnṯw或Mont所给予的人”）。尽管这一形式未得到证实，但是这种结构是标准的，Rdἰ+神的名字和神的名字Mnṯw这两个因素在现存的埃及语专有名词中是非常常见的。
(132)

 Rhadamanthys这个形式本身就表明，假设中的借词发生得很早，因为动词rdἰ甚至在中王国时期就丢下了词首的r，尽管人们从来不应该低估埃及文化中复古的力量。
(133)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种可能性：Rhadamanthys/Rdἰ Mnṯw代表鹰/牛神或发生了融合的Mnṯw Rґ
 （拉）本身。鹰/牛神是另一个与阿蒙或拉联系在一起的太阳神，金字塔铭文中在提到他时称之为太阳或星星之神。
(134)

 他是上埃及的底比斯行省之神，在第十一王朝时期（公元前2153年—公元前1979年）伴随着他的领土一起兴起。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期，与王室法庭联系在一起的对他的膜拜在整个国家占据了首要位置，但是在第十二王朝开始后，对他的膜拜就被阿蒙膜拜所取代，而阿蒙常被认为是等同于鹰/牛神的。不过，即使在这之后，鹰/牛神在底比斯行省也仍然重要，通常以战神的身份著称，他与第十一王朝时期埃及的重新统一联系在一起，在这次统一之前，埃及经历了持续了三百年的第一中间期的分裂。这位神灵也特别与北方蛮族的征服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们会在第五章中看到更多细节。
(135)



鹰/牛神原本有两个配偶。第一个是ἰwnyt（南方的ἰwn的她），这是他的膜拜中心的名称，指艾尔曼特（Armant）或赫蒙提斯（Hermonthis）城，位于底比斯上游20公里处。与这个词对应的是ἰwn，即下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
(136)

 第二个是Tnnyt，也就是Tnn的阴性名称，Tnn是与造物工匠神卜塔（Ptah）融汇在一起的古代冥府的造物神。后来，ἰwnyt和Tnnyt失去了独立身份，被Rґ
 t tзwy（两片土地上的Ria）替代。
(137)

 显然，Rґ
 t是Rґ
 的阴性形式，而且是名字Rhea（瑞亚）的埃及语原型，二者在语音上有完美的对应。我们知道，在新王国时期Rґ
 t被改写成阿卡德语的Riya或Ri˃
 a。
(138)

 Ria（瑞亚）还与Nut（努特）结合在一起，而努特在希腊化时代被视为瑞亚（Rhea）的埃及对应者。

努特是天空女神，瑞亚是以保护天然和人工洞穴中的年轻人而著称的大地神灵，消解了二者间存在的明显差异的是，在埃及仪式中，身体上带着星星的努特的主要职责是弓成弧形飘在棺材中的木乃伊上方，守护墓葬和棺材。一些学者说，他们发现努特是由一名天空之神衍化成与地下世界有密切关联的死亡之神的。不过其他学者认为，努特从最初就是与地下世界相关联的。
(139)

 在探讨与拉达曼提斯有关的鹰/牛神的配偶Rґ
 t时，格外引人注意的是，瑞亚是克里特最重要的神灵之一，由此加强了这位埃及神灵与这座岛屿之间的联系。

通常使用的名字Mnṯw Rґ
 显示出鹰/牛神和太阳神拉之间的联系，而名字Mnṯw Ḥ ґ
 则表现出其与年轻战神荷鲁斯之间的关联。鹰/牛神与荷鲁斯一样，作为追逐猎物的战神，有时会被描绘为长着鹰头。不过，从埃及第十一王朝开始，他就被等同于愤怒的公牛，人们把他作为公牛膜拜或把他与一群公牛放在一起膜拜，这在第十二王朝时期的鹰/牛神膜拜中得到了证实。到了这时，神圣公牛的颜色常被描绘为白色，而鹰/牛神的公牛与敏神的白色公牛有密切联系。鹰/牛神也常与“黑色母牛”ἰḥt km联系在一起，后者与艾奥（Iō）的联系在上文中已经探讨过。
(140)

 在公元前700年之后的年代里存在着四种与鹰/牛神相关的公牛膜拜。其中之一来自神谕，并且所有这些膜拜都包括仪式、游行和公牛的角斗。
(141)

 有人提出，这样好战的神灵不可能在丧葬宗教中扮演死者的裁决者这样重要的角色。然而，不论对哪里的裁决者来说，勇猛似乎都是优良品质，在地下世界尤其如此。实际上，通常被称为《亡灵书》的《白日前往之书》的确把鹰/牛神纳入了希腊极乐世界的神灵行列中。
(142)



这些特点是怎么与拉达曼提斯的特点相对应的呢？这位克里特人被视为立法者，而他的继子赫拉克勒斯促使他确立了关于谋杀的条例，这似乎就是“以眼还眼”的原则。拉达曼提斯与弥诺斯一起被赫西俄德、荷马和后来的作家视为死者的裁决者。
(143)

 在《奥德赛》中他被称为xanthos，第三卷中会讨论到，这个词经常应该被翻译成“神圣的”而非“金发的”。
(144)

 解释为“神圣的”显然更符合antitheos（神灵般的）的含义，这是《伊利亚特》中对他的描述。
(145)

 在《奥德赛》中，拉达曼提斯被描绘为有能力在一天内抵达西方最远处并从那里返回，这显然暗示着其与太阳的联系。
(146)



这里应该再次说明，拉达曼提斯作为立法者和裁决者的身份并不能让他爱好和平。据信，他在爱奥尼亚诸岛获得了统治地位，这并非由于他的声望，而是由于他“无情地惩罚……罪犯”。
(147)

 传说中拉达曼提斯从克里特飞到了波伊奥提亚，而他与宙斯的联系以及他作为赫拉克勒斯“父亲”的身份，在第二章中都已经讨论过。因此，在赫拉克勒斯是中王国法老的情况下，拉达曼提斯就与鹰/牛神等同起来，成为第十一王朝和后来的法老的庇护者。
(148)



因此，总体上看，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把拉达曼提斯和鹰/牛神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仅好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某个四处闯荡的英雄/法老的父亲。我在第二章中提到过，鹰/牛神被表现为孟图荷太普二世的保护者。
(149)

 拉达曼提斯和鹰/牛神都与阿蒙/宙斯有密切联系，因此多少也与公牛有些关联。从语音上看，-manthys源自Mnṯw是没有问题的。亚述语中的人名Mnṯw m ḥзt被写成Mantimeḫe，因此我们可以得知，Mnṯw原本含有一个a音。
(150)



鹰/牛神与克里特的联系并不限于拉达曼提斯。考虑到瑞亚后来在克里特岛的宗教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埃及神话中并不出众的Rґ
 t/Ria会成为鹰/牛神的配偶，就令人惊讶了。还有与白色的公相关的一致性，白色的公牛似乎把鹰/牛神和拉达曼提斯与拉达曼提斯的兄弟弥诺斯和敏神联系到了一起。而且，鹰/牛神与姆奈维斯一样被表现为长着公牛头的男子。可以肯定，在后来的时代，情况也是这样。
(151)

 来自底比斯附近卡纳克的独特的三面印章可以追溯到第一中间期或第十一王朝，上面的图案就是一个长着牛头的人。
(152)

 在这一时期，鹰/牛神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印章上的图案可能就是对他的描绘，不过这无法得到确定。有趣的是，在一座鹰/牛神的神庙下面发现了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917年—公元前1882年）的透德宝藏，其中的两枚美索不达米亚印章上也有“牛人”的图案。我们在第五章中还会对此进行讨论。值得关注的是，它们是否被认为尤其符合鹰/牛神的形象。
(153)



尽管鹰/牛神与中王国时期的公牛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这一时期却通常被表现为长着鹰隼的头。
(154)

 而在宫殿时期的克里特也没有描绘成长着牛头的弥诺陶洛斯，其在希腊传说中极有影响力的形象或许只是在公元前15世纪与埃及大量接触之后才出现。无论如何，代表鹰/牛神的狂暴公牛非常符合弥诺陶洛斯的形象，而前者的公牛同敏神的公牛一样与阿蒙有间接联系，后者则是弥诺斯之子、拉达曼提斯的侄子、宙斯的孙子。

此时应该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拉达曼提斯并非仅仅源自埃及神灵，也源自埃及的君王（同样不要忘记，弥诺斯似乎被认为与敏神和王室的敏/美尼斯都有关联）。

作为第一王朝的创始人，敏/美尼斯总是以征服者和立法者的身份著称。在其他埃及统治者中，唯一能接近他的声望的是重新统一埃及、建立了中王国的人。从严格意义上讲，活跃在公元前2150年左右的孟图荷太普一世似乎并不是法老，不过，人们认为他是第十一王朝的创始人，是以底比斯行省为起点重新统一埃及的黑人家族的成员。
(155)

 在公元前21世纪统治埃及的孟图荷太普二世是王朝时代最有执行力的统治者，在他统治的51年里，埃及重获古王国统治时期的荣光，成为强国。
(156)

 如同加德纳所说，

孟图荷太普这个名字代表着“蒙特是满意的”：这位本土神灵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满意，因为……在多年的争斗之后，［他］目睹了整个埃及在一位统治者的统治下重新统一。
(157)



在埃及传说中，两位伟大的孟图荷太普经常作为中王国的创建者合而为一，并且与敏/美尼斯对应。例如，在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在底比斯附近的拉美西姆（Ramesseum）为敏神举行的盛大庆典上，敏/美尼斯和孟图荷太普的雕像都被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意义。
(158)

 因此我们发现，法老敏/美尼斯和孟图荷太普在对敏神的公牛膜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埃及和克里特的膜拜之间的宗教对应关系既复杂又清晰。在埃及，敏和鹰/牛神都与白色公牛相关，并与阿蒙对应。在克里特，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是兄弟，前者与一头白色公牛有关系，并且二者的父亲都是阿蒙的对应者宙斯。如果把拉达曼提斯与孟图荷太普等同起来，就可以很好地理清这种关系了。弥诺斯的身上结合了公牛神敏与作为创始者的法老敏/美尼斯的特征，拉达曼提斯则结合了公牛神鹰/牛神和作为创建者的法老孟图荷太普的特征。在埃及，两位法老都是无情的统治者和立法者，而克里特的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正结合了这两方面的特点。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克里特人的观念中两位王室英雄在裁决死者的法庭上所起的作用，该法庭基本上是埃及形式的。

虽然神灵和帝王的结合可能会显得怪异，但是正如我们在敏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在埃及非常正常，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对第十二王朝法老色梭斯特里斯一世的指称上，对这位法老我们将在第五章详细介绍。色梭斯特里斯曾被描写为“白色的公牛”，让“ἰntyw［蛮族］溃逃”。
(159)

 德国的埃及学家奥托曾就埃及的公牛膜拜写过很多东西，他这样评论说：

这似乎可以与Month（Mnṯw）公牛的好战特性相关联，同时可以作为新的证据，证明好战的国王和上埃及的公牛膜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
(160)



埃及和克里特的膜拜之间的复杂联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因为，对神圣的白色公牛的膜拜在公元前21世纪的埃及盛行，而上述的考古证据显示，正是在同一时期，克里特人开始建造宫殿，也是在这一时期，克里特出现了能够得到证实的最早的公牛膜拜。
(161)

 如上所述，一些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在这一时期，埃及和黎凡特对克里特岛产生了影响。彭德尔伯里认为，克里特受到了埃及和黎凡特文化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以尼罗河三角洲为中介，而在第一中间期，尼罗河三角洲的一部分地区是由讲闪米特语的人控制的。
(162)

 威廉·沃德认为，这一现象发生在中王国早期，此时埃及通过腓尼基，特别是通过毕布勒，影响到了克里特。他这样说的理由似乎足够充分。
(163)

 毕布勒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埃及同化：很多中王国时期的埃及铭文是在毕布勒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埃及文书在提到毕布勒王子时用的是ḥзtἰ（市长），而不是像称呼其他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统治者那样称之为ḥḳз ḫзswt，即“希克索斯”或“外国王子”。
(164)



我们知道，孟图荷太普二世不仅重新统一了埃及，他麾下的将领也曾在努比亚、西奈以及或许更远的北方征战。我们也从文献资料中知道，至少有一支埃及官方的海上远征队被派往了毕布勒。
(165)

 这一情况得到了考古证据的支持。第十一王朝的箱子和棺材上使用了叙利亚的木头。而且，在毕布勒发现的被称为“蒙泰罐子”（Montet Jar）的大规模窖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其中的物品主要来自埃及。
(166)

 前面提到，在两座第十一王朝时的埃及雕像上发现了来自阿提卡劳利昂矿区的银，这可以证明埃及人或许深入爱琴海地区，同时也能显示出埃及人进行海上航行的动机。
(167)

 克里特在公元前21世纪似乎受到了来自黎凡特的西闪米特和埃及的相当大的影响，此时统治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都是孟图荷太普，其王室的膜拜对象就是鹰/牛神和他那凶猛的公牛。

文献中并没有记载这一时期埃及人到爱琴海的远征，但是米特·拉辛纳碑文被发现了，其中还描述了埃及人在陆地和海上的远征，这将在第五章中详细讨论。在碑文发现前，人们并不知道这些远征，因此这就提醒我们要当心这种情况下的默证。不过我们并不需要用征服来解释文化影响的扩散。事实上，名叫孟图荷太普的法老们重新统一了埃及并在黎凡特确立了统治权力，他们需要非洲东北部没有的金属，而亚洲西南部足以提供这些金属。如果认可拉达曼提斯和孟图荷太普的等同关系，那么一些传说甚至就显示出了政治权力的扩张。狄奥多罗斯在描写拉达曼提斯时说，“他的到来也是为了占有为数不少的岛屿和亚洲海岸的一大部分，所有的人都因为他的公正而自愿将自己交到他的手中”
(168)

 。狄奥多罗斯还特别提到了岛屿卡里亚和爱奥尼亚。
(169)

 希腊的民族名称爱奥尼亚或许来自埃及语的ἰwn（使用弓箭的人，蛮族），这在第一卷中曾论述过。
(170)

 在这方面有趣的是，鹰/牛神与对抗北方蛮族的战役有特别的联系，其称号是Nb ḥsf ἰwntyw（征服了蛮族的王）。
(171)

 除了劳利昂的银之外，没有其他考古证据能证明第十一王朝时期埃及对爱琴海地区的渗透。就我所知，在克里特之外的爱琴海地区所发现的埃及中王国时期的物品只有来自斯巴达的圣甲虫和在萨摩斯（Samos）的赫拉神庙（Heraion）发现的木雕。
(172)

 但这些更有可能是在古风时期（公元前776年—公元前500年）萨摩斯人（Samian）与埃及进行广泛贸易时输入的。拉达曼提斯也与波伊奥提亚有关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看到的，这一地区在公元前三千纪受到了埃及的很大影响。


 公牛膜拜的延续——克里特的保守主义

尽管公牛膜拜，尤其是鹰/牛神膜拜，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埃及宗教衰败瓦解之前，一直在埃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该膜拜无疑是在第十一王朝时期到达巅峰，而在第十二王朝时伴随着王室新的公羊神或长着人头的阿蒙神膜拜的崛起开始衰颓。爱琴海考古学家辛克莱·胡德指出，“保守主义……是克里特的弥诺斯文明很多特点的关键所在，原本在近东其他地区盛行的信仰和习俗，都在这里经久不衰”
(173)

 。而克里特的公牛膜拜似乎可以为他的说法提供例证。在宫殿时期的很多个世纪里，公牛膜拜在克里特岛一直具有核心地位，从而使中王国早期的埃及宗教得以保存。在东亚也有与此对应的模式。朝鲜和日本在隋朝和唐朝时从中国引进了很多东西，在中国文明继续发展的同时，这两个国家保留了隋唐文化的很多特征。这些古老的中国特征在几百年间经过了与本土文化的磨合，最终被视为日本和朝鲜的特色。例如，即使在今天，朝鲜妇女的“民族服饰”仍然保留着公元7世纪和8世纪时的中国风尚。更直接相关的宗教上的例子则是，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却在斯里兰卡、西藏地区和东南亚流传下来，并成为这些地方的本土特色。


 结论

现在我们回到这一章的主题上。克里特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考古证据会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先向读者强调一下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观点。首先，证据显示，新石器时期的克里特从安纳托利亚接受了农业和陶器制造，但是此时克里特已经与北非和黎凡特发生了接触。第二，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克里特文化是由克里特本土、利比亚、埃及、黎凡特、安纳托利亚和北方的影响杂合而成的。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公元前三千纪之初在爱琴海南部地区发展起来的新型贸易社会，可能是受到了近东地区相似的、更早的发展的直接或间接激发而产生的。不管怎样，爱琴海地区几乎肯定是接受了近东地区的葬礼习俗、陶轮和陶器风格。对早期弥诺斯时期克里特宗教象征的物质遗存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显示出，克里特的宗教与同时代埃及古王国的宗教非常相似。

克里特的宫殿显然并不是在早期弥诺斯社会中渐渐地自发产生的，而是体现出了与之前文化的断裂。宫殿和宫殿社会的组织方式借用的是已经在近东地区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模式，这种引入本身就清晰地显示出黎凡特的影响。而且，这些宫殿的建筑细节和装饰特色都只可能来自埃及。同样令人无法忽视的是，宫殿社会在公元前21世纪出现在克里特，而此时，日后将在克里特占据核心地位的公牛膜拜正盛行于第十一王朝时期的埃及。

考古学只能将上述这些情况展示为一系列不寻常的巧合。但是，当这些证据与希腊传说和埃及铭文中流传下来的信息汇合在一起时，就出现了一系列复杂而具体的对应物，要想令人满意地对它们进行解释，就只能认为膜拜实际上是当时从埃及引入的。因此，宫殿时期克里特最典型的膜拜似乎无法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安纳托利亚的恰塔尔许于克，而是来自同时期埃及王室的公牛膜拜，而弥诺斯和弥诺陶洛斯的传说也都是围绕着这种膜拜产生的。

与公元前21世纪克里特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同时发生的，是第十一王朝时期埃及的重新统一，同时，埃及的影响扩展到了黎凡特，或许还有黎凡特以外的地区。明显的对王朝膜拜的采纳，似乎就意味着在这一关键阶段有来自埃及的直接影响。一些只是在希腊化时代才被记录下来的传说似乎意味着，这一时期在克里特和一些岛屿上可能存在着埃及的统治或宗主权。不过，这些传说在时间上较晚，而且含义并不直接，因此只能供我们参考。但是，在公元前21世纪时，克里特无疑受到了埃及的很大影响。

虽然我们认为，近东地区，尤其是埃及，对克里特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我们的假定并不意味着“弥诺斯人”只是把邻居的东西照搬照抄过来。和其他大多数民族一样，克里特人具有相当可观的文化原创性。正如他们似乎从两种埃及象征中发展出了“神圣的牛角”一样，他们也无疑发展了自己的公牛膜拜。例如，没有多少迹象能显示出埃及的仪式上会进行公牛跳跃环节，而公牛跳跃在克里特却非常普遍。
(174)

 与之类似的是，尽管克里特频繁借用埃及和黎凡特的风格和图案，但是谁都不难辨识出克里特艺术，尤其是以航海生活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品，而这一主题在近东大陆的艺术中是基本不见的。不论如何，本章所给出的证据都显示，尽管和其他地区一样具有一些显著的本土特色，但是早期宫殿时期的克里特无疑隶属于中东文明世界，文化的引进则主要的是来自埃及和黎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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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oton（1931, pp. 260-1）; Lanzone（1881-6, vol. 1, pp, 293-9, plate. 99.2，4）.


(152)
  Ward（1971, p. 138）.


(153)
  Contenau（1953, p. 17, plate. 40）.本书第五章注释126
 —137
 会详细讨论这一宝藏。


(154)
  Bourghouts（1982, col. 200）.


(155)
  关于这种对应，可以参考Maspero（1884, p. 462, n. 1）。如果这一形象归属于他，那么敏/美尼斯的特征就如同Sheikh Anta Diop所指出的那样，属于早期的非洲人。孟图荷太普二世相貌的黑人特征不那么明显，但是开罗博物馆收藏的著名的雕塑的颜色无疑显示出他是黑人。参考Diop（1974, plates. 5，9）。


(156)
  Beckerath（1982a, col. 66; 1982b, cols 66-8）.


(157)
  Gardiner（1961a, p. 120）.


(158)
  Gauthier（1931, p. 205）.


(159)
  Wadi Halfa的铭文，由Otto（1938, p. 47）引用。


(160)
  Otto（1938, p. 47）.


(161)
  参考本章注释28
 —39
 。


(162)
  Pendlebury（1963, pp. 120-1）.


(163)
  Ward（1971, pp. 119-20）.


(164)
  关于这一点的参考文献见Helck（1975a, cols 889-91）。


(165)
  Ward（1971, pp. 58-65）.


(166)
  Ward（1971, pp. 62-3）.


(167)
  见本章注释23
 。


(168)
  Diodoros, V.77. 1, trans. C. H. Oldfather（Ⅲ, p. 313）.


(169)
  Diodoros, V. 84.1-4.


(170)
  第一卷，第83页。


(171)
  Reisner and Reisner（1933, pp. 35-46）.


(172)
  Pendlebury（1930a, p. 109）; Burleigh and Hewson（1979）.


(173)
  参考本书第一章注释16
 。


(174)
  词语mṯwn（场地）的义符[image: ]
 上奇怪的符号显示出在牛背上移动（Erman and Grapow, 1982, Ⅱ, p. 175），这在古王国时期得到了证实。同时参考前面的注释107
 —112
 。



第五章　色梭斯特里斯（第一部分）：希腊人讲述的色梭斯特里斯征服——考古学和文献证据

色梭斯特里斯这一奇怪的人物是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中的问题之一。

（Levi，1971，vol.1，p. 117，n.245）

我希望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研究古代地中海地区有很多途径，包括研究考古学、语言、专有名词和后来的时代里这一地区流传的传说，此外还有同时代的文献。文献资料尤其具有相关性，因为到了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埃及当然已经有了文字，而黎凡特似乎也已经有了文字。公元前两千纪时，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地区显然也开始了书写，这也正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时期。

在此还要明确的是，就考古学而言，不存在“冒着烟的枪”这样的切实证据。哪篇当时的文献里都不会写着“埃及人/腓尼基人X来到了希腊的这个地方，在这里/那里建立了一座城市/一个王国”，从而明确地证明古代模式。同样，也没有什么文献会对此进行否认。既然缺乏这样的文献，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在青铜时代的资料中寻找关于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黎凡特与爱琴海地区之间的接触往来的旁证。

这一章的焦点是大量文字记录中的一篇独立文本，该文本来自埃及，并没有直接提到希腊；我们会在第十章中考察直接提及希腊的文献资料。不过，这里要谈论的米特·拉辛纳碑文与希罗多德等人描述过的法老色梭斯特里斯的伟大征服是有关联的，我认为，该碑文以及这种关联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用以检验古典资料的可信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青铜时代末期安纳托利亚、巴尔干、高加索和爱琴海地区发生的变化。


 米特·拉辛纳碑文的发现

开罗瑞士考古学院（Swiss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in Cairo）院长格哈德·哈尼（Gerhard Haeny）多年来一直认为，在卜塔神庙前的一座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年—公元前1224年）巨像下埋藏着大篇的铭文。这座神庙是由第十九王朝的法老在其属于第十二王朝的原址上修建或扩建的，它位于孟菲斯，就在现今的米特·拉辛纳村附近。1974年，古迹巡查员萨米·法拉格（Sami Farag）在这里挖出了一大块石板，上面刻有铭文。

埃及的资深埃及学家拉比卜·哈巴奇（Labib Habachi）看到这块石板后立刻就意识到，这一铭文与1909年弗林德斯·皮特里在附近发现并公之于众的小很多的铭文残片非常相似。人们没过多久就确定，这两份残片同属于一份“非常长的”铭文。尽管新的“残片”面积已有2×2½平方米，但是两片石板拼在一起也只是整篇的一小部分。原本的铭文的开头和结尾，以及每行的开头都缺失了。依据照片誊写的文本更加难辨，因为照片的左侧很模糊，也不可能再拍一张新的了。不过，法拉格和比利时的埃及学家乔治·波斯纳都认为，这一铭文非常重要，尽管有上述缺陷，还是应该尽快将之发表，这就是1980年《埃及学期刊》（Revue d’égyptologie
 ）上的相关文章的由来。
(1)



铭文没有完整的翻译，这并不出人意料。波斯纳和法拉格都就铭文的内容写了一些注释。铭文中提及最多的是中王国时期的两位法老，也就是公元前1959年到公元前1882年间第十二王朝早期的森乌塞特一世和他的儿子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几乎可以肯定，铭文就是在后者开始统治后不久刻下的。
(2)

 铭文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其在埃及之外的陆地和海上的远征。有些远征是去往非洲的，不过大多数远征都是在亚洲进行的。一次远征是到西奈，两次是到Ḫnty-š（黎巴嫩），然而还有一次是到Sṯt，并由法老亲征。

Sṯt是位于遥远北方的一个国家的名称，在新王国时期用来表示纳林（Nahrin）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的米坦尼王国，但是自从第十一王朝以来其被证实是用来表示一个亚洲国家的。
(3)

 米特·拉辛纳碑文也提到了向北摧毁了其他国家的远征，这些国家的名字在埃及的其他地理性质的文本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些战役或侵袭的结果是，大量的特殊物品被送回埃及，其中最多的是牲畜、奴隶和金属。


 铭文的重要意义：中王国时期埃及在亚洲建立帝国的证据

是什么使这一文本如此令人称奇呢？第一，就如我们所看到的，文本似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可以支持后来的希腊传说，也就是森乌塞特一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确领导过远至埃及北部的重大战役。第二，一些埃及学家和古代史学家认为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可能在黎凡特建立了一个帝国，或者至少是将黎凡特纳入了其影响范围之下，而文本可以支持他们的观点。第三，文本对作为学科的埃及学和古代史学给出了有益的告诫，因为它作为新的重要证据证明了许多大规模战役的存在，而它所出自的时期通常被认为在官方和文学资料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第十二王朝早期，在王朝创建者阿蒙涅姆赫特一世获得权力之后，埃及成了富庶而强大的国家。

该王室家族来自最南端。阿蒙涅姆赫特的父亲可能来自底比斯行省或区，他的母亲来自努比亚以外或象岛边界的城市，Tз Sty。不管怎样，就像加德纳所说的，王朝兴起的地方“人口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努比亚人”。
(4)

 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这些雕像把法老呈现为黑人是准确的，尽管其他雕像也会把他们表现为具有更多的亚洲人的外貌特征。虽然源自南方，该王朝还是把首都从第十一王朝的都城底比斯迁移到了上埃及北部的利什特（Lisht）。

森乌塞特一世统治时进行了大量的建设。埃及学家辛普森（W. K. Simpson）说，“几乎没有多少地方不能证明国王进行过大规模的纪念碑修建工程”
(5)

 。非常有趣的是，碑文似乎与孟菲斯的卜塔神庙有关联，而我们即将看到，希腊作家们明确地把该神庙与色梭斯特里斯联系到了一起。
(6)



我们知道，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的将领们积极参与了努比亚的重大战役，并在西方与利比亚人作战。森乌塞特一世在他父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似乎还曾亲自率领军队与利比亚作战。后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并不确定，我们也不知道对森乌塞特一世父亲的暗杀是否成功，尽管结果很可能如此。
(7)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事件应该发生在森乌塞特一世和父亲共同执政的十年的末期，而森乌塞特很快就恢复了埃及的秩序，埃及的财富和力量都在继续增长。

关于第十二王朝在亚洲的利益和统治力量，学者们的意见存在分歧。时至今日，唯一能够直接证明埃及在亚洲的征服的文献记录就是纪念Nsw Mnṯw将军的石碑（stela）或柱形纪念碑，它记录了埃及人战胜亚洲人的战役，并且表明在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和森乌塞特一世共同摄政时埃及人摧毁了亚洲人的堡垒。
(8)

 不过，关于这样的征服有大量间接的证据。有趣的是，埃及学家获得的有关埃及同亚洲此时的关系的信息主要来自这一时期的一份文学材料，即《辛奴亥的故事》（Story of Sinuhe
 ）。
(9)



这是许多个世纪里埃及最流行的故事，它生动地讲述了朝臣辛奴亥的经历。辛奴亥偷听到了有关阿蒙涅姆赫特之死的秘密，由于担心被杀，他逃到了迦南，又继续向北逃到毕布勒。而后他向“家的方向”返回，最终在上Rṯnw安顿下来，这个地方似乎是叙利亚南部的内陆地区。
(10)

 在那里他先是当上了当地国王的谋臣，而后成了当地富有的族长，他在那里生活了多年之后，法老森乌塞特一世允许他返回埃及故土，并欢迎他重归朝廷，他死后被葬在了埃及。

毋庸置疑，这个故事既包含史实，也包含虚构的成分。困难之处就在于如何区分史实和虚构。故事在讲述辛奴亥在Rṯnw的生活时几乎很少描写到战役。实际上，故事中所讲述的埃及人和当地人整体上友好的关系、森乌塞特一世的使者在Rṯnw的来来往往以及叙利亚王子对埃及官员的谦卑态度，似乎都表明埃及在这一地区拥有某种统治权。另一方面，这个故事把森乌塞特一世描述为“生来就是要击垮贝都因人，摧毁沙漠中的漫游者”，而且会“斩断处于亚洲人中间的那些人的脖颈”。森乌塞特一世墓葬神庙的场景展示了得自被征服的对手的战利品和牲畜，还有排成队的囚徒，其中包括一个叙利亚人。
(11)

 该怎样协调这些战争与和平相对立的图景呢？一种方法就是，假定埃及统治下的区域一派和平，埃及统治外的地方则在经历战争。不过，在拓展这种观点之前，我们应该看一下考古证据对于有关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是否真的拥有一个亚洲帝国的问题的不同解释。

我们知道，在西奈矿区存在大量的人类活动。在这里发现的埃及人活动的纪念碑中，第十二王朝的纪念碑超过了其他所有时期的纪念碑的总和。而且，与其他时期形成对照的是，此时人们的关系似乎是友好的。与来自古王国的纪念碑不同，中王国的纪念碑几乎很少显示出开矿活动是武装进行的。
(12)



不过，有关与埃及的接触的考古证据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西奈地区。不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在安纳托利亚也发现了森乌塞特一世统治时期的大量物品。它们的重要性在20世纪已经引起了热烈讨论，对此我们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都将看到。巴勒斯坦考古学家、闪米特学家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总结了英国和美国考古学在大战期间得出的结论：

巴勒斯坦西部、腓尼基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处于埃及的权力和物质文化的主导下。……在北至乌加里特、东至胡姆斯（Hums）东北的卡特纳（Qatna）的遥远地方都发现了纪念碑，它们证实了其与埃及王室的直接接触，这种接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世纪早期［奥尔布赖特把第十二王朝定在了这一时段］。毕布勒的考古发现清晰地显示出腓尼基的艺术和工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的影响。《咒诅文》（“The Execration Text”）［属于第十二王朝末期，内容是谴责埃及的敌人］甚至可以让我们确定埃及直接控制的区域范围，即从大马士革（Damascus）北部横跨叙利亚中部，一直延伸到腓尼基中部的厄娄忒洛（Eleutherus）河谷。
(13)



这一总体上的介绍得到了乔治·波斯纳和以色列考古学家拉斐尔·吉文的认可和发展。
(14)

 波斯纳注意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帝国”以及与之相伴的常规交往和战利品的运输。他从有关辛奴亥在Rṯnw的经历的描述中引用了一句话：“去往北方或南方（法老）居所的信使停了下来，因为我在那里。”
(15)

 波斯纳指出，辛奴亥在他到过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埃及人。波斯纳还提到了一篇著名的同时代的文本，该文本通常被称为《行业的讽刺》（Satire of the Trades
 ）。这份学校使用的文本将文书之外的所有行业都描写为令人不愉快，从而鼓励男孩子去学习。文本中有这样的诗行：

信使走进沙漠，

把货物留给他的孩子；

心怀对狮子和亚洲人［ґ
 зmw］的恐惧，

他［只有］在埃及时才感到自在。
(16)



通常认为，名字ґ
 зmw不是埃及语，它或许属于闪米特语。不过，专家们无法确定其来源。最有可能的来源似乎是˃
 ǎramî（在亚述文本中是Arami），即游牧的阿拉姆人（Aramaean）。要将之确认为闪米特语的困难是，我们最早从闪米特语资料中听说到阿拉姆人，是在公元前12世纪晚期亚述征服者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的年鉴之中，而ґзmw出现在埃及文本中的时间比这早了一千多年。
(17)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种族名称的持久性和两个群体间惊人的相似性来解决。ґ
 зmw和˃
 ǎramî似乎都是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的沙漠中的游牧部落。ґ
 зmw最早在古王国晚期出现，在中王国时期得到普遍使用，而我们知道з在这一时期是用来表示外语中的r和l的，因此这就不存在问题。用作名字开头的埃及语˂
 ayin和西闪米特语˃
 aleph之间的区别更大。不过，有很多例子表明它们在闪米特语中可以互换，因此借词中的混淆似乎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还有可能存在沙漠游牧部落的另一个闪米特名字˂
 ǎråb对埃及名字的影响。
(18)



就像神话学者方滕罗斯所指出的，荷马在提到阿里摩亚人（Arimoi）时似乎是知道阿拉姆人的。《伊利亚特》的相关文字格外有趣：

大地在他们［亚加亚主人］下面呻吟，就和宙斯在愤怒中投掷出雷电时一样，宙斯在阿里摩亚烧焦Typhōeos周围的土地，人们说那里是Typhōeos的憩息之地。
(19)



极端的雅利安主义者弗朗西斯·维安（Francis Vian）试图系统地排除闪米特对希腊的所有影响，他认为荷马笔下的阿里摩亚完全是神话中的仙境。
(20)

 方滕罗斯的观点更令人信服，他把Typhōeos或堤丰的土地与奇里乞亚或叙利亚北部联系在一起，而公元前9世纪时这里主要为阿拉姆人所占据。
(21)

 在这种语境下，值得指出的是，Typhōeos对应的是埃及的塞特，后者是动荡与沙漠之神，尤其是在Sṯt的土地上。这两个名字之间似乎存在双关。Sṯt通常被视为叙利亚—巴勒斯坦并指向北方（见英文版第231页），也就是ґ
 зmw的土地。塞特与荷鲁斯的争斗清晰地反映在有关Typhōeos/堤丰和宙斯争斗的希腊神话中。
(22)



早期的希腊人很可能知道ґ
 зmw/阿拉姆人，这种可能性在荷马笔下得到了加强。荷马的作品证实了词语erēmos来自词根erēmo，其含义是“孤独的或被遗弃的地方或人”，特指沙漠和沙漠的居民；它的一个派生词是erēmitēs，“hermit”（隐士）这个词就是由此产生的。词汇学家找不到这个词的印欧语词源，因此这个词更可能具有亚非词源。
(23)



现在我们回到波斯纳的论述上。波斯纳倾向于认为埃及在此时控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在毕布勒和贝鲁特（Beirut），乃至在乌加里特、阿勒颇（Aleppo）和其他地方，都发现了第十二王朝时期的王室狮身人面像所使用的宝石或黄金胸饰，波斯纳认为，这些是送给附属国国王的仪式性礼物。
(24)

 史蒂文森·史密斯和威廉·沃德指出，此外还有来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及远至克里特和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埃及人的私人雕塑，它们是献给当地神庙的，因此暗示了埃及人在这些地区的某种长期存在。
(25)

 另一方面，波斯纳表示，来自埃及中部的贝尼哈桑（Beni Hasan）的一幅公元前19世纪的墓葬壁画中的亚洲人，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饥饿状态下的贝都因人，而是富裕的酋长和他的随从，他们或许是在进行贸易或履行官方的使命。波斯纳把这一画像与第十二王朝时期埃及从亚洲进口的大量商品和奴隶联系在一起。森乌塞特一世统治早期的其他绘画展示出的也不仅是埃及人和努比亚人，还有亚洲的士兵。
(26)



其他学者对于这一亚洲“帝国”的存在抱有更为怀疑的态度。过去30年里德国最重要的埃及学研究者沃尔夫冈·黑尔克并不认为辛奴亥的故事中存在关于叙利亚的资料，他认为作者可能只是处于巴勒斯坦南部。
(27)

 黑尔克反对亚洲存在埃及“帝国”的观点，他承认埃及与毕布勒之间存在近乎殖民形式的紧密接触，但是认为，在第十二王朝时期埃及与远至阿富汗的地区的货物交换和埃及的大量亚洲奴隶，都源自主要以叙利亚人为中介的间接贸易。

主张交往涉及黎巴嫩人和腓尼基人的美国学者威廉·沃德同样怀疑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是否拥有亚洲“帝国”。沃德承认，辛奴亥的证据显示出巴勒斯坦存在埃及人，但他指出，按照辛奴亥的陈述，他必须偷偷溜过埃及东部边疆修建的防御城墙，因此埃及不可能控制到这一防线外的遥远的土地。
(28)

 不过，在中国和罗马等传统的帝国，尽管城墙会得到良好维护和守卫，它们却只是把定居者和游牧部落生活的区域区分开来，很少起到标示疆土范围的作用。我想不出能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埃及存在类似的情况。

法国和德国的埃及学领军人物对这一问题似乎已经进行了彼此针锋相对的论述。波斯纳立刻意识到，米特·拉辛纳碑文的发现有助于支持他的研究，他在笔记中这样描述道：

除了词汇、地理和经济领域的有趣信息外，米特·拉辛纳碑文还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第十二王朝早期国王的对外政策。我愿意坚持这一观点。包括黑尔克在内的学者，最近还有弗兰德森（Frandsen），在讨论埃及和邻国的关系时，都极大地削减了第十二王朝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影响。

我们不知道各国关系的实质究竟如何。即使只是在商业上，各方也并不平等。埃及这样的强大国家对亚洲的小国施加了很大压力，加上一些军队的远征，这就促成了大国在某种程度上的主导权。

现在，有了米特·拉辛纳碑文的证据，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必低估埃及在第十二王朝开始之后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
(29)



遗憾的是，波斯纳在此后就去世了，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关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的研究进展。但是，沃尔夫冈·黑尔克怀着开放的心态不偏不倚地追求知识，这在最伟大的学者中并不多见。在一篇短文中，黑尔克承认，波斯纳基于米特·拉辛纳碑文的内容对他和其他低估埃及影响的人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中王国期间埃及“至少在地理层面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拥有权力。而且，黑尔克现在认为，森乌塞特一世，或者至少是阿蒙涅姆赫特二世——森乌塞特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曾经向更北部的地区发动过远征。
(30)




 森乌塞特和色梭斯特里斯

除了中王国时期叙利亚—巴勒斯坦是否存在埃及“帝国”的问题之外，米特·拉辛纳碑文还引发了更为重要的讨论。讨论的内容与加强森乌塞特一世和色梭斯特里斯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关。希罗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把色梭斯特里斯描写为埃及人中最伟大的征服者，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则认为色梭斯特里斯属于第十二王朝。

在古埃及，表示法老名字的象形文字通常是用椭圆形圈起的，图形之内的文字符号的排列非常不规则。起初，埃及学家把第十二王朝法老的常用名字写成Wsrt sn。对于希腊人用以称呼埃及的世界征服者名字，包括Sesōstris（色梭斯特里斯）、Sesoōsis或Sesonchōsis和该名字的其他变体，商博良和他的一些学生都看不出Wsrt sn与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
(31)

 因此他们认为，色梭斯特里斯是虚构的人物，人们所说的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都是对后来的征服的夸张描述，这些征服实际上是由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和舍顺克（Sheshonk）在公元前9世纪完成的。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有道理的。首先，这证实了有科学观念的现代埃及学家比希罗多德和相信他的“后来的”希腊人拥有良知论（Besserwissen）或“知道得更多”。其次，对于非洲人在国外的征服，特别是据信为消极被动的埃及人的征服，这种说法限制了其次数和范围。学者们不愿意把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因为基督徒从19世纪早期开始就不愿接受埃及的早期历史，因为埃及史威胁到了《圣经》中的年表。德国的古代史学家巴托尔德·尼布尔就表现出了这种态度，他认定在希克索斯人之前的埃及历史没有真实性。
(32)



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包括尼布尔的秘书克里斯蒂安·本森（Christian Bunsen）在内的一些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明确地表明色梭斯特里斯是第十二王朝时期的法老。因此，这些人想把色梭斯特里斯与被认为名叫Wsrt sn的三位法老或至少其中之一等同起来。
(33)

 1900年，德国的埃及学家库尔特·泽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这一王室名字读成了S-n Wsrt（女神Wsrt的男人），而不是Wsrt sn。他认为，这个传统上被写成Senwosre的名字是Sesōstris的词源。
(34)

 这种将色梭斯特里斯和森乌塞特等同起来的观点具有不容忽视的可信度，它几乎立刻就被人们接受，并在之后的75年里从未受到过质疑。
(35)



虽然名字ἰmn mḥзt（出众的阿蒙）显然属于一位膜拜阿蒙的法老，但是S-n Wsrt的情况让人感到既困惑又有趣。名字Wsrt源自形容词wsr，意思是“强壮，富有，有影响力”。这位女神很古老，但身份不太明确，她或许是美丽之神、牛神哈索尔（Hathor）在底比斯当地的化身：两位女神都与遥远的地方相关，而哈索尔还特别是珍稀矿物及其产地的庇护神。
(36)

 狄奥多罗斯曾经提到过色梭斯特里斯的女儿阿瑟尔提斯（Athyrtis），她在父亲出征途中充当向导，这所指的似乎就是法老与哈索尔的联系。
(37)



考虑到森乌塞特后来的征服及其对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那么森乌塞特与哈索尔/Wsrt的联系就是非常恰当的。不过我们并不清楚，森乌塞特这个名字是在这些征服活动开始之前还是之后形成的。从专业术语上讲，Senwosre就是埃及学者所说的法老长长的一串称号中的族名
 。这个名字是在他登基之前被赋予的，拥有同一族名的后来的法老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
(38)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情形，因为阿蒙涅姆赫特一世似乎也与对外国的征服相关。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在森乌塞特完成若干征服之后赋予他的，那时他还在和父亲共同执政。至少，这个名字显然昭示着森乌塞特在统治期间最著名的一些征服活动。

曼涅托笔下的色梭斯特里斯

在此，为了进一步考察这里的对应性，我要首先探讨希腊和后来的埃及作家对于色梭斯特里斯的描述，然后再转向埃及考古学和铭文中有关森乌塞特一世的证据。

这种对应性也留下了一些问题。首先，曼涅托把色梭斯特里斯确定为第十二王朝的第三位法老。根据曼涅托的说法，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之前就是王朝的创建者阿蒙涅姆赫特一世（Ammenemēs），之后统治的是森乌塞特一世（Sesonchosis），之后是阿蒙涅姆赫特二世（Ammanemēs），他被自己的宦官谋杀。
(39)

 曼涅托在此给出了令人困惑的帝王统治的顺序，按今天的人名写法大致如下：


阿蒙涅姆赫特一世　公元前1979年—公元前1950年

森乌塞特一世　公元前1959年—公元前1914年

阿蒙涅姆赫特二世　公元前1917年—公元前1882年

森乌塞特二世　公元前1884年—公元前1878年

森乌塞特三世　公元前1878年—公元前1859年

阿蒙涅姆赫特三世　公元前1859年—公元前1814年

阿蒙涅姆赫特四世　公元前1814年—公元前1805年



塞贝克诺弗鲁（Sebeknofru）公元前1805年—公元前1801年

曼涅托似乎混淆了森乌塞特一世与二世和三世，他称森乌塞特一世为Sesonchosis。森乌塞特三世实际上是强大的统治者，他在非洲进行的征服似乎超出了他之前的很多统治者。
(40)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的可能性是，希罗多德等后来的作家把森乌塞特一世的后人——尤其是森乌塞特三世——取得的成就，都归功于森乌塞特一世了。
(41)



曼涅托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来自他对色梭斯特里斯的描述：

在九年里，他征服了整个亚洲和欧洲远至色雷斯的地方，在每个地方都竖立起纪念碑，纪念他对各部族［ethnē］的征服。他在柱形纪念碑［stelae］上刻绘男性的隐秘部位代表勇敢的种族，女性的隐秘部位代表不高尚的种族。因此他的地位被埃及人视为仅次于奥西里斯。
(42)



曼涅托创造出这样的形象，即使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欲望，似乎也是为了吸引读者注意。该形象与色梭斯特里斯神灵般的伟大声望联系在一起，似乎就强化了现代古典学者眼中曼涅托的形象，即那些不重要、不可信赖的希腊化历史学家的典型代表。不过我在下面会展示出，这些记录背后都存在着某些事实。

希罗多德笔下的色梭斯特里斯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位征服者的两种相似的描述，一种描述是公元前5世纪时希罗多德给出的，另一种描述是公元前1世纪时狄奥多罗斯给出的。希罗多德写道：

由于祭司名录上的其他国王都未留下任何纪念碑，因此我要继续讲一下他们的继任者色梭斯特里斯。祭司说，色梭斯特里斯首先与战船组成的舰队从阿拉伯湾出发，沿着印度洋海岸航行，征服了途经的沿岸的部落，直到舰队遇到浅水再无法前进。而后，在返回埃及的途中（仍然是根据祭司的叙述），他召集了强大的军队穿过大陆，征服了沿途经过的每个国家［ethnos］。每当遭遇为自由而战的英勇的敌人，他都会下令就地树立起柱形纪念碑，在上面刻上他的名字和国家的名字，并写下一句话，来表明他强大的军队为他赢得了胜利。不过，如果有城镇不做多少抵抗，轻易地向他投降，他在柱形纪念碑上刻下的就不仅是上述内容，而且还有女性生殖器的图案，意思就是这个城镇的人还不如妇孺勇敢。如此，他在亚洲继续着英勇的征程，直到进入欧洲并击败了塞西亚人和色雷斯人。我认为这是埃及军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还能看到纪念碑，但是在更远的地方就看不到了。在归途中，色梭斯特里斯来到了科尔基斯的费西斯（Phasis）河。很有可能的是，他在这里命令一支队伍留下来定居——或者，也有可能发生的是，在他的队伍中，一些人厌倦了长途跋涉，因此离开了大部队。我无法肯定地说哪种情况是真实的，但事实无疑就是，科尔基斯人是埃及人的后裔。……

色梭斯特里斯国王在被征服的国家竖立起的柱形纪念碑大多数已经消失了，不过我自己在巴勒斯坦见到过一些这类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我提到的铭文和女性的生殖器图案。在爱奥尼亚，也有两处岩石上雕刻着色梭斯特里斯的形象，一处是在从以弗所（Ephesus）到福西亚（Phocaea）的路边，另一处是在萨第斯（Sardis）和士每拿（Smyrna）之间。两处雕刻的人物都是将近7英尺高，右手持矛，左手执弓，而且身上的其他装备也是相配的——一半属于埃及，一半属于埃塞俄比亚。在胸部从左肩到右肩之间刻着埃及神圣字体的铭文：凭借双肩的力量我赢得了这片土地
 ……

祭司接着告诉我，色梭斯特里斯在与一群来自被征服的国家的囚犯返回埃及时，在培琉喜阿姆（Pelusium）附近的达夫尼（Daphnae）遇到了他的兄弟。色梭斯特里斯原本让他的兄弟在自己离开时治理埃及。他邀请兄弟和儿子共同赴宴。在宴会上，他兄弟在房子周围堆上了枝条点着了火……结果色梭斯特里斯的两个儿子被烧死了，与色梭斯特里斯在一起的其他儿子幸免于难……

色梭斯特里斯是唯一统治过埃塞俄比亚的埃及国王。为了纪念他的统治，他留下了自己和妻子的石像，每个石像都是45英尺高；他还留下了4个儿子的石像，每个雕像都是30英尺高。石像矗立在赫菲斯托斯［卜塔］神庙前。很久以后，赫菲斯托斯的祭司不允许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在这些雕像前树立自己的雕像，因为，（按祭司所言）大流士的功绩比不上埃及人色梭斯特里斯的功绩。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范围绝不小于大流士的征服范围，他还征服了大流士无法征服的塞西亚人。大流士不应该把自己的雕像立在敬献给色梭斯特里斯的雕像前，因为他未能超过色梭斯特里斯的成就。据说大流士承认这是事实。
(43)



狄奥多罗斯笔下的色梭斯特里斯

狄奥多罗斯对这位他称之为Sesoōsis的法老的描述更长，这些描述与希罗多德的描述相近，似乎直接来自更早的历史学家以及同类的埃及资料。关于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的篇章如下：

首先，色梭斯特里斯接受他父亲的派遣，他的同伴们也和他一起，率领一支军队进入阿拉伯。他在阿拉伯……征服了阿拉伯人的整个国家，在这之前阿拉伯从未曾臣服过。而后他被派往西方的地区，他征服了利比亚的大部分土地，尽管过了好几年，但他仍然是个年轻人。他在父亲死后登基，由于之前的胜利，他充满信心地向着其他有人居住的土地进发。……

组建好军队后，他首先向居住在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进军并征服了他们，之后迫使他们献上乌木、黄金和象牙。接着他派出了由四百艘船组成的舰队进入红海。作为最早建造战船的人，他的船队不仅占领了这些水域中的岛屿，也征服了远至印度的大陆沿岸，而且他自己也和军队一道从陆上征服了整个亚洲。他不仅抵达了后来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占领的土地，而且还造访了亚历山大未能到达的国家中的一些民族。他甚至越过了恒河（The Ganges），穿过了整个印度，一直到达了印度洋，并且他还来到了把欧洲和亚洲分开的塔内斯（Tanais）河河边，造访了塞西亚人的部族。据说就是在这时，一些被留在梅奥蒂斯（Maeotis）湖［亚速海（the Sea of Azov）］边的埃及人建立起了科尔基斯国。……他以同样的方式征服了亚洲其余地方，还有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他进入欧洲之后，在穿过整个色雷斯的路上，由于缺乏食物，又遇到了这片土地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几乎损失了所有部队。最后他在色雷斯完成了远征，在他攻占的这一区域内的很多地方竖起了纪念碑。……他仁慈地对待所有被征服的民族，在完成了九年的征战之后，他命令这些国家每年根据自己的能力向埃及进贡，而他自己获得了大量战利品，还有大量战俘，其规模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

尽管很多伟大的业绩都被归功于色梭斯特里斯，但他的最伟大之处似乎就表现在，在他离开自己宫殿向外进发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外国国王的。那些获得他的允许继续统治被他征服的民族的国王，还有那些受他任命担任要职的人，都会在特别的日子里来到埃及为他送上礼物，而他会欢迎他们，以各种方式向他们表示尊重，并对他们给予特别的照顾。不过，每次他要去造访神庙或城市时，他都会卸下战车上的四匹马，让四名国王和其他官员代替马来拉车。
(44)




 色梭斯特里斯故事中的真实与虚构成分

对于这些过分夸张的故事，我们应该相信多少呢？今天的很多学者都接受了色梭斯特里斯与森乌塞特一世和三世的对应关系，并认为这些故事中存在着历史共核。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内核相对较小，而且埋藏得很深。根据他们的观点，传奇人物色梭斯特里斯沾染上了很多后来进行征服的法老的特征，尤其是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和第二十二王朝的舍顺克，而他就发展成了理想中的法老，一位来自埃及的征服者，其功绩能够与后来波斯人和希腊人的胜利相媲美。在希罗多德进行写作时，波斯帝国仍然繁荣，而曼涅托和狄奥多罗斯的著述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完成其伟大征服之后进行的。
(45)

 他们的解释中似乎有可能存在某些真实的东西，尽管他们显然缺少“良知论”（读过《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读者会知道，我认为他们的解释不如古代资料可靠）。

不过，其他学者，尤其是乔治·波斯纳，坚持认为色梭斯特里斯的传说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追溯到中王国时期：第一，这些故事有大量事实基础；第二，从古王国末期开始，人们就为了多种目的有意识地进行宣传，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创造王室的神话。
(46)



表示“神话”含义的埃及词语md.t（言语，话语），是希腊词语mythos的来源。Mdw或mwdw——世俗体（Demotic）为mt，科普特语为moute或mout——作为动词表示“说或建议”，作为名词表示“言语或词语”。Mdw nṯr意思是“神的词语”，其复数形式的意思是“神圣的书写文字”，而ḏd mdw，世俗体的ḏd md(t)和科普特语的ḏe mtau，意思是“言说的词语”或“魔法”。Mdt的意思是“言语，词语或合法请求”。不过，这个词被证实发音为mēt或met。因此，希腊词语mythos所借用的究竟是哪种形式并不确定。不过，语音上的这种松散对应性应该根据mdw/mdt和mythos以及带有这一词干的诸多单词之间严格的语义对应关系来考虑。
(47)



回到有关色梭斯特里斯的记录上，与其贬低或否定“轻信他人的古人”的说法，似乎不如通过其他来源的资料来检验这些记录。我在第一卷中提出，把广为流传、未受质疑的古代传说作为有效的假说，对我们会有所帮助。不过，似乎合理的做法是只关注这些故事中的某些在古代就得到接受的要素。因此，现在我想考察一下这些要素都是什么。

就我所知，唯一受到质疑的说法是色梭斯特里斯征服过印度，尽管耐人寻味的是，希罗多德并没有提到色梭斯特里斯到过美索不达米亚。
(48)

 因此，似乎人们所说的色梭斯特里斯在北方的征服应该被限制在“亚洲”（所谓的“亚洲”的界限会在下面讨论）、科尔基斯（格鲁吉亚）、色雷斯（巴尔干东南）和俄罗斯南部的塞西亚。不过，对于色雷斯和塞西亚的情况还存在一些疑问。

现代研究者提出了有道理的说法，就是不应该把对色雷斯和塞西亚的征服视为事实。原因是，就像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人夸大了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使之胜过亚历山大的征服一样，在波斯人征服埃及期间或之后，传说也会试图超越伟大的波斯征服者居鲁士（Cyrus）和大流士。关于大流士的传说就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大流士想把自己的雕塑立在孟菲斯的卜塔神庙前，却遭到了拒绝，因为色梭斯特里斯成功地征服了塞西亚，波斯人却没有做到这点。
(49)

 对于波斯人未能征服的努比亚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论述，不同的只是，明确的铭文、考古学和膜拜的证据可以证明，森乌塞特一世和三世在这里取得了成功。因此，埃及人穿过色雷斯和塞西亚的征程似乎不如穿过“亚洲”的可能性大。尽管如此，对这样的可能性仍然必须加以考量。

这让我们面对着“亚洲”这个词的模糊性所造成的难题。“Asia”（亚洲）这个希腊名称来自在阿苏瓦王国发现的早期地方名称，在赫梯文本的记录中该王国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此外还有特洛伊附近的特罗阿德（Troad）地区的城市名称Assos（阿索斯）。当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王国在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帝国吞并时，爱奥尼亚的地理学家在两种方式上扩展了“Asia”的含义，它既指安纳托利亚全部地区，也指与欧洲和利比亚（非洲）并列的三个大洲之一。

无疑，希罗多德追随前人，选择了这里的第二种含义。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没有出现任何指代安纳托利亚的词语，因此似乎很有可能的就是，他与之前和之后的地理学家一样，也用“亚洲”这个词来指代后来被称为“小亚细亚”的地区。
(50)

 于是，在希罗多德写到色梭斯特里斯“在亚洲继续着英勇的征程，直到进入欧洲”时，他或许只是在说，色梭斯特里斯穿过了安纳托利亚。我认为，正是“亚洲”这个词的模糊性导致了狄奥多罗斯和其他后来的作家把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描述为覆盖了整个大洲。

在看待后人对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扩展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狄奥多罗斯和/或其资料来源需要与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相抗衡。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关于两人的“浪漫传说”之间的紧密联系。
(51)

 这里我只想简单说明，狄奥多罗斯描述了年轻的色梭斯特里斯在父亲死后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这听起来很像是亚历山大对待他父亲腓力（Philip）的态度。另一方面，与或为虚构的这一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是，色梭斯特里斯征服了“利比亚的大部分土地，尽管经过了好几年，但他仍然是个年轻人”，而这似乎具有历史依据。同样，曼涅托记录说，色梭斯特里斯的前任阿蒙涅姆赫特二世“被自己的宦官谋杀”，这似乎也得到了现代埃及学的证实。
(52)



在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讲述的很多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并存的虚构与现实成分。例如，色梭斯特里斯的兄弟试图把他烧死，似乎就是不可信的，因为这其中的传说性质太明显了。
(53)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同样奇异或更加荒诞的其他故事或许会具有事实根据。比如说，在希罗多德、曼涅托和狄奥多罗斯的记录中写道，法老在纪念碑上的铭文中加上了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图案，这似乎就有事实根据。我们知道，词语ḥm[image: ]
 （胆小鬼）包含了象征女性和男性生殖器的符号，它作为贬义词也明确具有男同性恋的含义。这个词也与ḥmt[image: ]
 （女人）有关联。Ḥm指埃及军队里的懦夫和敌人，它既出现在了中王国时期的军事资料中，也出现在了森乌塞特三世在努比亚的尼罗河上游地区的乌鲁那提（Uronarti）和塞姆那（Semna）竖立起的石碑上。
(54)



狄奥多罗斯的另一种“夸张的”叙述就是，色梭斯特里斯的战车是由埃及的官员和外国国王拉动的。泽特、马莱斯（Malaise）和伯顿（Burton）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埃及在中王国时期有双轮战车或马匹，它们实际上是由希克索斯入侵者带到埃及的。
(55)

 不过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在努比亚布衡（Buhen）的中王国堡垒附近的破败墓地里就发现了一匹马的残骸，如果色梭斯特里斯在北方的大范围征服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埃及人就与至少使用了简单的马车的民族有过来往。已经发现的圆柱形印章就显示出，在公元前20世纪末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人们是知道这些民族的。
(56)

 不过这是一种循环论述，因此并不能令人满意。或许有关马和双轮战车的记录只是后人的一种臆测。

另一方面，狄奥多罗斯说，高级官员和外国的国王代替马匹为色梭斯特里斯拉车，如果考虑到宗教活动中人们背负着或拉着神像进入城镇的埃及传统，那么这也非常有可能是事实。需要强调的是，森乌塞特一世本身就是
 神灵，这与他之前的统治者不同，因为那些人只不过是“犹如神灵”，是神的代表或与神相似。
(57)

 事实上，狄奥多罗斯提到了法老“造访神庙或城市”，这就可以进一步支持高官和外国国王亲自拉车的故事。

如果希罗多德讲述的有关色梭斯特里斯的最奇异的故事有可能包含着真实的因素，那么我们对那些有关他的大范围征服的更可信的说法又该如何看待呢？在对此进行直接探讨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一下这些说法为什么会被现代学者否定。

关于大范围征服的说法遭到了舍弃，并非基于详细的考古学或历史研究，而是因为人们“认定”它们在本质上是荒诞的。甚至在古代模式被摧毁之前，学者们就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模式。我在第一卷中提到，1752年，15岁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关于“色梭斯特里斯时代”的历史论文。但是到了1780年，他就撕毁了这篇论文，原因就如他所写的，“在更成熟的年纪，我不再敢把希腊、犹太和埃及的古代联系起来，它们已经消失在遥远的云端了”
(58)

 。到了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种族层级已经建立起来，埃及人作为独特的独立民族的形象已经确立。在这些模式下，关于亚洲或欧洲存在埃及帝国的想法是完全行不通的。
(59)



因此，尽管可以认可第十二王朝在非洲的征服，以及希腊故事中关于法老的某些细节，但是在过去150年里不言自明的观念都是，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在北方的征服的希腊故事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60)

 只有法国古典学者保罗·富卡尔（Paul Foucart）站出来反对这一思潮，认为不应该抹杀广为流传的古代观念。
(61)

 然而，还没有人尝试着按照那之后人们获得的大量新信息来判断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如果不去考虑狄奥多罗斯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到达了印度和更远地方的说法，那么人们所面对的方案就要从他对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的征服以及到“红海”的海上远征开始，而希腊人所说的“红海”通常指的是印度洋。色梭斯特里斯在这些行动之后进行了九年的陆上征战，范围包括安纳托利亚、色雷斯，而且显然是围绕黑海地区，通过塞西亚到达了科尔基斯。另外还有不确切的描述，认为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进行了征服。

在这一语境下“征服”意味着什么呢？除了埃及人所声称的色梭斯特里斯的友善之外，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这些征服似乎意味着恐怖的体验。埃及和古典时代的记录都谈到了破坏，居民和财富遭到掳掠，以及按时向埃及进贡。竖起的石碑暗示着保持控制的努力，但是并不能证明色梭斯特里斯建立起了长久的帝国。不过有一种传说就是，他曾经建立了殖民地，下面就将对此进行讨论。


 中王国时期埃及的军事力量

“遭遇船难的水手”（the shipwrecked sailor）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曾经向南航行到热带地区。
(62)

 从底比斯穿过尼罗河，在代尔拜赫里（Deir el Bahri）发现的著名的女王哈特谢普苏特（Ḥashepsowe）的带状饰物也让我们得知，到了公元前15世纪，官方的舰队已经在向着东非的海岸航行。
(63)



不过，伯顿认为，尽管埃及人自从古王国时期就把船只用于“战争目的”，但是直到公元前12世纪初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期间，在抗击海洋民族的大战之中，才出现了专为作战设计的船只。然而我们从文献记录中知道，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海军已经变得专业化，很有战斗力。
(64)

 我们对于埃及中王国的舰队只有零星了解，因此无法排除这些船在若干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可能。即使如此，我们也有理由怀疑狄奥多罗斯有关色梭斯特里斯是“最早建造战船的人”的说法。而且，色梭斯特里斯似乎不太可能派遣400艘船前往红海或印度洋，尽管考虑到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这也并非全无可能。希罗多德的说法也同样有问题：

［他］首先与战船组成的舰队从阿拉伯湾出发，沿着印度洋海岸航行，征服了途经的沿岸部落，直到舰队遇到浅水再无法前进。
(65)



这似乎显示出海上的航行与尼罗河上的航行之间的混淆。我们知道后者的浅水区的确会对第十二王朝的军事远征造成困难。
(66)

 尽管如此，我们仍没有本质上的理由来怀疑希罗多德的陈述中的前一部分。

关于色梭斯特里斯在陆地上的征战的记述乍看上去似乎也不真实，因为他的军队没有战车、马匹，甚至也没有通常与古代战役联系在一起的刀剑，这与亚述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波斯的居鲁士和亚历山大的征服都不同。不过我们要记住，在色梭斯特里斯之前3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萨尔贡大帝就已经征服了相同区域内的大片的土地，而他的装备并不会更加精良。而且，马的出现也不意味着以后军队的运输就要依靠马匹。实际上，直到公元19世纪，人们才找到在陆路运送士兵及其供给的替代方式。

米特·拉辛纳碑文告诉我们，人们在把战利品运回埃及时使用了船只。因此，部队补给似乎也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沿海岸运输。我们也知道，此时在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人们已经在用驴来运送货物，因此埃及军队也可以用驴进行运输。关于色梭斯特里斯的战役的记述如果可信，那么大量补给似乎就是从当地人那里获得的。有趣的是，狄奥多罗斯讲到，色梭斯特里斯遇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在相对贫穷遥远的色雷斯和塞西亚，他“由于缺乏食物，又遇到了这片土地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几乎损失了所有部队”
(67)

 。

这一时期的作品里有很多对穿着军装的埃及人、努比亚人和亚洲人的描绘，他们手里拿着长矛、弓箭和狼牙棒。
(68)

 不过，在对第十二王朝军队规模和战斗力的表现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努比亚的堡垒遗迹，可惜这些堡垒现在大部分都被阿斯旺水坝的水淹没了。研究努比亚的权威人物威廉·亚当斯写道：

法老们对南方土地上的破坏感到不满，于是继续在Batn el Hajar北部加固尼罗河的堤防，在那里修起了一连串最坚固的堡垒。它们建成距今已有4000年，最终被人废弃也有3000年了，然而这些遗址40英尺高的泥墙仍然在沙漠上巍然屹立，规模令人瞠目。……第二瀑布堡垒（the Second Cataract forts）是在森乌塞特一世、二世和三世统治期间建成的，修建过程显然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这些堡垒构成了复杂的整体，或许就是在统一的命令下修筑的。修建方案的相似性显示出，一些堡垒是由同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并且几乎是在同时段完成修建的。……布衡堡垒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不仅是由于其规模，而且是由于其防御工事的复杂性。棱堡、观察孔、护壕、吊桥、斜坡，中世纪堡垒的所有经典元素几乎都在这一建筑中出现了。……中王国时期的其他堡垒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些要素。
(69)



对于色梭斯特里斯统治时期埃及的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我们已经有所了解。努比亚的证据表明，埃及有能力把这些资源集中到一起用于战争目的，因此不需要什么理由就能证明，一个拥有这样的军事机器的国家有能力在亚洲进行大范围的征服。不过，拥有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这些征服一定会发生，对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希望在下面能提供这类证据。


 背景

公元前四千纪和公元前三千纪的埃及年表

在查找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考古证据之前，有必要尽可能找出人们所说的战役发生的时间。第十二王朝对于其法老统治时间的长短有清晰的记录，但是似乎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起点。这个起点就基于恰巧与标示着尼罗河开始泛滥的天狼星的上升处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的阳历新年的开始，在记录中则是森乌塞特三世统治的第七年。如果当时的观测是在孟菲斯进行的，那么这似乎发生在公元前1872年。这种一致性多年里一直受到埃及学家的注意，埃及学家和埃及天文学专家帕克（R. A. Parker）在1950年建立了从公元前1991年到公元前1786年的整个王朝的年表。
(70)

 不过，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帕克等人开始探究传说中法老统治的时间，希望把这些时间的长度压缩，并延长所有的共同摄政的时间。这样该王朝的长度就缩短了12年，现在被确定为公元前1979年到公元前1801年之间。
(71)



同时，一些德国学者开始论述说，对天狼星上升的观测并不是在孟菲斯或赫利奥波利斯进行的，而是在象岛的边界进行的，也就是说并非在北纬30度或附近地区，而是在比这往南6度的纬度上。这样，天狼星的上升和阳历新年的开始重合在一起的时间似乎是在公元前1830年，因此该王朝存在于公元前1937年到公元前1759年，比此前的推论又少了42年。
(72)

 但是考虑到希腊陶器时期的年代界定，这一时间段即使并非完全不能接受，至少也是不太可能的。对于希腊陶器时期的年代，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讨论。

埃及古王国的年表

较低位的或“短”年表在整体上遭遇的困难，以及学者们提出这种年表的原因，需要放在20世纪对更早的埃及历史的年代界定中进行解释。我认为，先考虑一下人们对埃及古王国的年代界定，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学术界的做法，尽管这在严格意义上对于界定第十二王朝的年代来说并非绝对必要。

到20世纪伊始时，学者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全部埃及史年表，并计算了天狼星纪年。于是，从那时起的所有年表就都是天狼星纪年与埃及记录的结合。
(73)



关于第十一王朝法老统治的情况不如第十二王朝那样完善，但是有证据显示，这个王朝在整体上似乎持续了160年或更久，尽管现代学者更能接受的时间长度是143年。
(74)



对第十一王朝持续时间的推论来自人们所说的《都灵纸草》（Turin Canon
 ）。这份纸莎草文献列出了公元前13世纪第十九王朝法老的名号和在位时期。曼涅托在大约1000年后记录的埃及的希腊统治者的历史，与这份文献的内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法国驻埃及的领事德罗韦蒂（Drovetti）获得《都灵纸草》时，这份文献似乎还是完整的。不过到商博良在都林看到这份文献时，纸莎草已经只剩残片，在此之前它已经在都灵保存了180年，所以人们称这份纸莎草文献为《都灵纸草》。人们尽力把脆弱的纸莎草残片拼凑到一起。不仅文本及其反面的课税资料，就连纸莎草的纤维，都被用来进行连接并重建联系。
(75)

 无论如何，一个主要的数字似乎确实得到了较好的确认。这就是，从第一位法老美尼斯开始统治起，到第六或第八王朝，也就是古王国最后一个王朝及其后裔或实力衰退的继任者统治的结束，中间经历了955年。

纵然接受了这个数字，对于第六或第八王朝覆灭之后的所谓的第一中间期，人们仍然面对着一个问题。研究中间期的专家汉斯·斯托克（Hans Stock）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时给出了下面的时间：

第七王朝（约27年）公元前2190年——公元前2163年

第八王朝（约65年）公元前2175年——公元前2110年

第九王朝（约45年）公元前2175年——公元前2130年

第十王朝（约90年）公元前2130年——公元前2040年。
(76)



这一模式与20世纪初期提出的年表差异很大。美国埃及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在1906年提出了下面的年表：

第七王朝：公元前2475年

第八王朝：公元前2475年

第九王朝：公元前2445年

第十王朝：公元前2160年。
(77)



布雷斯特德的同时代人，博学的古代史学家爱德华·迈尔把整个第一中间期界定为公元前2440年±100年至公元前2160年之间。
(78)

 如上所示，根据斯托克的年表，近期的学者已经在把这一断裂时期的长度最小化。加德纳在晚年时认为中间期持续了100年到200年的时间
(79)

 。威廉·海耶斯（William Hayes）在《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中认为中间期只持续了48年，并提出第十一王朝统一埃及的事件只是发生在公元前2040年，无疑，当今大多数埃及学家都会赞同他的说法。
(80)



人们认为，对第一中间期的这种压缩隶属于把埃及历史的时间向晚近时期推进的趋势。既然如上所述，在布雷斯特德和迈尔之后并没有发现新的埃及年表，学者们为什么想要把埃及历史事件的时间判定得离现在更近呢？我认为知识社会学是解释这种趋势的最佳出发点。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一直力争获得“科学的”地位。他们的驱动力就表现在他们渴望“比你更可靠”的想法之中。谨慎的、保守的学者们开始害怕所有不准确的推测。同时，他们期望有所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创新的唯一余地就是对每一种证据都吹毛求疵，尤其是对于古代文献资料。于是，他们就倾向于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古代流传下来的所有说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倾向现在受到了埃及学家和考古学家试图模仿的“硬”科学所提供的资料的制约。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获得的资料倾向于加大人类古代活动的历史深度和地理宽度。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问题上，挑战来自放射性碳元素。在1979年，涉猎广泛的安纳托利亚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在权威的英国刊物《古代》上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标题为《埃及和近东年表：困境？》（“Egyptian and Near Eastern Chronology：A Dilemma？”）。在文章中他提出，传统上人们认为放射性碳测年不适用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因为这里有其他年表来源，但是自从碳年代测定得到重新校准并得出更精确的年代之后，这种看法已经不再有效。因此，梅拉特提出依照新的证据评估年表的意见。他得出的关于埃及的结论是，碳测年显示第一王朝始于公元前3400年左右。这样，埃及史上新王国建立前的所有时间都应该被提前300年。传统上认为新王国开始的时间是公元前1567年，梅拉特认为这是可信的。

从梅拉特的高位年表“过渡”到传统年表，衔接点是在第二中间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被来自北方的希克索斯侵略者控制。
(81)

 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持续时间要比通常认为的长很多。《剑桥古代史》估计，在第十二王朝覆灭和第十八王朝兴起之间相隔了219年，具体是在公元前1786年到公元前1567年。梅拉特认为这个时间段持续了379年，是在公元前1946年到公元前1567年之间。我们在第八章会重提这一话题并加以详细讨论，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梅拉特认为希克索斯人在公元前18世纪来到埃及，而曼涅托的记述和同时代的纪念碑都显示出，在希克索斯人到来之前埃及第十三王朝有多位法老，这些都可以支持梅拉特对第二中间期更长的持续时间的判定。

梅拉特承认，他把第十二王朝界定在公元前2115年到公元前1946年间，这不符合以天狼星为基础的古埃及历法，但是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使之与他认为无法驳倒的放射性碳证据相协调。
(82)



梅拉特关于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年代判定让整个埃及学界感到不安，在那之前，埃及学界被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中位年表“，一派试图建立时间更晚的更低位的年表。梅拉特的文章立刻受到了两名埃及学家的挑战，他们是巴里·肯普（Barry Kemp）和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争论很快变成了技术上的，气氛也剑拔弩张，让大多数读者无法追随。
(83)

 不过，对梅拉特的攻击结果是使人们怀疑梅拉特对以往年表的修正。

八年之后的1987年，一篇详细的关于金字塔的最新碳测年结果的报告发表了。一群瑞士和美国学者在赫伯特·哈斯（Herbert Hass）的带领下从金字塔中收集了64份新鲜的有机样本，在得克萨斯和瑞士的实验室中对其进行了测定。他们的测定结果令人惊讶，因为这些结果要使《剑桥古代史》的时代划定提早374年。
(84)

 在对似乎能支持传统年表的早期放射性碳测年的讨论中，哈斯和他的同事注意到了一项事实，那就是之前的样本与新的样本迥异，而且更早的研究者采用的技术不那么先进和精确，校准也是不定期的。
(85)



得克萨斯人和瑞士人并没有提出他们的工作与其他很多研究者的工作之间存在的其他差异，那些研究者包括1985年发表了文章《埃及年表和爱尔兰橡木校准》（“Egyptian Chronology and The Irish Oak Calibration”）的剑桥考古学家伊恩·肖（Ian Shaw）。
(86)

 肖和其他学者与埃及学家有紧密的工作联系，他们渴望自己的发现能够与传统的年表契合，在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时他们似乎颇为失望。而哈斯和他的同事们更加关心技术问题，他们怀着开放的心态深入探讨问题，尽管他们的年代判定与《剑桥古代史》的年代划定之间的差异也让他们大吃一惊。
(87)

 哈斯及其同事的研究所引起的反响自那以后就沉寂了。一种反对意见就是，得克萨斯人和瑞士人未能充分注意到寿命很短和寿命很长的材料之间的差异，如果样本来自一大块木头，那么在这块木头用于修建金字塔之前，树木中心部位的树轮或许就已经死去了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因此这样的时间测定是不够准确的。哈斯和他的团队试图反驳这点，他们说，修建金字塔的时间通常需要几十年。
(88)

 而且，寿命很长，甚至能比金字塔更古老的样本似乎只有一小部分。这个团队主张把《剑桥古代史》的年代界定提早374年，但是我认为这个数字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一些。

不过有趣的是，人们对得克萨斯人和瑞士人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他们的结果与有关埃及的更早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并不契合，也不符合建立在历史资料之上的年表。而且，这一结果也不符合巴勒斯坦的年表，而巴勒斯坦的年表本身是基于埃及与之相对应的年表与放射性碳测年的结果。
(89)



与此相反，可以说哈斯和他的同事实际上考虑到了更早的埃及放射性碳测年的结果。而且，尽管他们给出的时间不符合如今重构的历史年表，但是如果基于上面所说的原因把他们给出的时间放宽一些，就会符合布雷斯特德和他的同时代人基于同样的埃及编年史得出的年表。如上所述，我相信布雷斯特德给出的年表比他的后继者的更加可信，因为后继者面对着把时间往后推的压力。巴勒斯坦的年表主要是以埃及的对照性历史年表为基础的。因此，要根据巴勒斯坦的年表来推定埃及这些时期的年表，就是在原地绕圈了。至于有关巴勒斯坦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温斯坦和梅拉特之间的争论显示出他们对此的解释是非常不确定的。

埃卜拉的年表

对埃及古王国采取布雷斯特德和迈尔的年表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解决了叙利亚城市埃卜拉的年代学难题。对埃卜拉这座重要城市的发掘是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近东考古学最令人激动的事件。人们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大量物品，但是最引人瞩目的是在标记为IIB1的地层中发现的宫殿，其中有一处大型档案室。泥板档案的发现给古代近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宗教和语言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其影响如此深远，在此不可能详细讨论。
(90)



因此，我想只考察考古学方面的问题以及宫殿被毁的时间，也就是制作这些泥板的时间。美索不达米亚的两个统治者，萨尔贡大帝和他的孙子纳拉姆辛，宣称他们征服了埃卜拉。考古学家保罗·马蒂埃（Paolo Matthiae）选择了这一地点进行挖掘并发现了很多古物。根据所发现的建筑和艺术风格，他最初认为，遗迹为公元前23世纪的纳拉姆辛的城市。
(91)



碑铭研究专家乔万尼·佩蒂纳托（Giovanni Pettinato）最先阅读了这些文本并重构了埃卜拉当地使用的新的闪米特语，在埃卜拉发现的很多泥板都是用这种语言进行书写的。佩蒂纳托反对马蒂埃的年代判定，他认为埃卜拉的档案室是在更早的时候被毁的，时间远在萨尔贡统治之前。他的观点基于下述事实。首先，这些文本包含大量地理信息，但是没有提到萨尔贡或他的城市阿卡德（Akkad），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这位征服者在美索不达米亚具有重要地位并摧毁了叙利亚。第二，埃卜拉泥板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前萨尔贡”文本在字体和语言上都具有对应性。因此，佩蒂纳托最初把埃卜拉档案室的破坏归因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城市拉格什（Lagash）的苏美尔王恩纳图姆（Eannatum），据信恩纳图姆曾征服了埃卜拉以东170英里的上幼发拉底河边的城市马利。不过，佩蒂纳托后来把这一事件推后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同时推后的还有卢加尔扎克西（Lugalzaggizi）发起的大规模战役，他是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基什（Kish）的苏美尔统治者。
(92)

 佩蒂纳托提出的毁灭发生在萨尔贡之前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马蒂埃和他的支持者因此默默地改变了说法，认为这个地方是在公元前2350年被萨尔贡摧毁的，尽管他们并没有像佩蒂纳托一样把时间往前推得更多。
(93)



马蒂埃的确有一项证据，可以证明毁灭是由纳拉姆辛带来的。这一证据就是，在发现了档案的IIB1宫殿中有两块刻有第四王朝法老哈夫拉（Chephrēn）名字的闪长岩容器残片和一个刻有第六王朝法老佩皮（Pepi）一世名字的雪花石膏罐盖。根据《剑桥古代史》，佩皮一世的统治时间是在公元前2331年到公元前2283年，纳拉姆辛的统治时间则是在公元前2291年到公元前2255年。尽管马蒂埃把后者的时间推定得更晚，但是他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认为虽然宫殿倒塌时哈夫拉的容器碎片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是佩皮的罐子就是当时的礼物。因此他认为，埃卜拉的宫殿不可能是由萨尔贡摧毁的，而是由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摧毁的。即使在今天，尽管马蒂埃现在接受了宫殿是由萨尔贡摧毁的这种观点，他仍明确地对此感到不安，因为他认为这把埃及的相应年代推迟了。
(94)



天文学的数据现在似乎支持《剑桥古代史》对于这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统治时间的界定，把萨尔贡的统治时间提早了九年。于是，现在应该认为，萨尔贡是在公元前2380年到公元前2324年实行统治的，纳拉姆辛的统治时间则是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263年。
(95)

 根据这里提出的埃及年表，佩皮一世的统治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614年到公元前2565年。佩蒂纳托最初将埃卜拉IIB1宫殿最早的被毁时间判定为公元前2500年，基于与美索不达米亚铭文的对应关系，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一时间是可以接受的。按照这样的界定，该宫殿被毁就发生在佩皮一世统治期间。

如果回归到布雷斯特德和迈尔的埃及古王国年表上，那么另两个问题也同样可能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在埃卜拉文本中没有提到埃及。佩蒂纳托接受了传统的对埃及古王国年代的界定，认为伟大的第四王朝在文本所涵盖的50至70年的时间里是繁荣兴盛的，因而他对此感到困惑。
(96)

 不过，到了公元前2500年，第六王朝和古王国似乎都在崩溃，而且，如果埃卜拉的毁灭时间再晚30年左右，即发生于公元前2470年前后，就会与埃及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相吻合。因此，对于埃卜拉文本中没有提到埃及，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感到惊讶。

不过我们无法把这一论述再推进一步，因为对于这些档案包含多少这一城市以西的地理信息，现在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
(97)



通过把埃及古王国的年代前移，可以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王朝并非与埃及古王国处在同一时期，而是与埃及第1中间期处在同一时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发现能够显示出二者在时间上相对应的迹象，即在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发现埃及的物品，在埃及也没有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物品，而在这两个力量强大、影响广泛的帝国之间本来是应该存在这样的情况的。

最后这两点当然是基于默证。我在这本书中多次批评了默证。不过，有了这些额外的优势和具有可信度的埃卜拉的对照性年表，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古王国的年代应该比《剑桥古代史》中给出的编年时间提前很多。新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似乎也证实了布雷斯特德、迈尔和梅拉特的埃及古王国年表。

埃及古王国之前的年表

这是否能扩展到整个早期埃及的年表上呢？要让这些新的结果和“时间提前了的”古王国与符合传统上天狼星纪年的《都灵纸草》相协调，一种方法显然就是缩短在此之前的早王朝时期的持续时间。这样，即使第三王朝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的，第一王朝的年代也可以被判定为公元前3200年左右。可惜的是，这一方案受到了埃及史中另一资料证据的否定，这就是巴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它的存在比《都灵纸草》早了1000年。这一石刻现在保存在巴勒莫，是一块大石碑的残片。大石碑显然是在第五王朝时期雕刻的，上面列出了之前的法老和在他们统治期间发生的一些大事。和《都灵纸草》一样，它只能提供一些需要加以探究的信息片段，例如最早的两个王朝存续了444年。这个数字具有的数学上的意义或许超过了它的历史意义。不过，对巴勒莫石碑的最新研究显示，最早的两个王朝的存续时间是在405年到486年之间，这是有可信度的。
(98)

 因此，不可能把这一时期的长度缩短到两百年之内，尽管石碑上保存下来的法老名字相对较少。似乎可以肯定梅拉特是正确的，他把法老在埃及建立统治的时间重新定为公元前3400年左右，这也是布雷斯特德提出的时间。第三王朝现在似乎应被认为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的，古王国则是在公元前2470年左右结束的，这就与《都灵纸草》的说法一致，那上面说古王国的结束发生在第一王朝建立955年之后。
(99)



中王国的起止年代

如果梅拉特对古王国的年代界定是正确的，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他对中王国的更早的年代界定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巴里·肯普很有理据地维护了天狼星纪年。
(100)

 于是，要把新的提前了的古王国年代与中王国时期的天狼星纪年结合在一起，唯一方法就是延长第一中间期而非第二中间期。毋庸置疑，当时有很多法老，在百岁的佩皮二世死后显然达到了18位之多。这些法老或属于第六王朝末期或属于第八王朝。《都灵纸草》又增列出了18位法老，他们属于第九王朝和第十王朝。
(101)

 而且，显然并非所有统治者的统治都很短或很混乱。从一些莎草纸文献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至少在某些法老统治的某些时期，生活是非常平静繁荣的。似乎还有不少由区或行省的长官建立的王朝。
(102)



艺术史学家威廉·史蒂文森·史密斯站出来否定了流行的低位年表的诸多方面的特点，他看出了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存在的主要的文化差异，并且关注压缩这一中间期的倾向。
(103)

 尽管中埃及语作为中王国的官方书面语在古王国时期就已经显露端倪，但是官方方言的转变本身显示出了两个王国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重大断裂。
(104)

 这似乎不可能在一个世纪里发生，并且不可能在没有时间间隔的情况下发生。

简单地说，我相信我们在确定早期埃及年表时应该回归到布雷斯特德的方式。这意味着对古风时代、古王国和第一中间期的年代要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就这一章所关注的中王国和色梭斯特里斯的统治时期而言，年表上只需要做相对少的改动。

美索不达米亚年表

要评估色梭斯特里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的战役可能产生的影响，就需要对公元前两千纪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年表有所了解。实际上，过去五十年间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争论集中在对于例如著名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统治时间以及后来赫梯人对巴比伦城的征服等历史事件，该采用“长”、“中间”还是“短”年表的问题上。这些年表基于四种可能的时间，它们符合巴比伦泥板上记录的对金星的观测结果。在过去十年里，最早的年代，也就是“长”年表，得到了麻省理工的统计学家彼得·休伯的强力支持。休伯认为，不仅巴比伦人对金星的八年周期的观测结果，还有特定的月食以及各个月份的长度，都指向“长”年表而非另两种年表。他最近在针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中总结说：

在我看来，有关公元前两千纪早期的年表的问题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它不再是从几种金星纪年法中根据历史或其他非天文学的观点去挑选一种，而是要么接受要么摈弃一种年表的问题。

当然，99％的信赖仍不同于完全确定。我相信，这1％的错误可能比大多数历史观点所犯的错误要少，潜在的反驳必须基于非常强有力的相反证据。
(105)



休伯的结论符合安纳托利亚考古界长期存在的主流趋势。
(106)

 问题是，现在似乎出现了他所要求的“强有力的相反证据”。证据来自树轮年代学。树轮年代学家彼得·库尼霍姆（Peter Kuniholm）现在相信，安纳托利亚中部的阿辛许于克（Açem Hüyük）宫殿的年代可以被确定为公元前1792/1±37年，在这座宫殿里发现了马利国王阿克吞—利姆（Iakhtun-Lim）的印章。
(107)

 阿克吞—利姆似乎是早于亚述王沙姆希—阿达德（šamši-Adad）的同时代人，根据长年表，后者的统治时间是在公元前19世纪中期。因此，这一年代划分与这种年表似乎很难协调。不过，这可以很容易地迎合中间的年表，对于低位年表也没有多少问题。
(108)



另一方面，要界定阿辛许于克宫殿的年代，还存在着若干困难。首先，年代判定并不是“纯粹的”树轮年代学的结果，也就是说，并没有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直持续至今的一系列连续的平行树轮。宫殿年代是根据对树轮的放射性碳测定得出的，这些树轮与那些存在这种连续序列的地方的树轮相配。因此，尽管这一方法要比单纯的放射性碳测定更加可靠，但是也有可能出现错误。第二个问题就是，人们对木材和印章所在的阿辛许于克宫殿进行过挖掘，但是挖掘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公开发表。由于这些不确定性，我们不能轻易地放弃长年表。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休伯的绝对自信。

于是，正如我们要界定第十二王朝的起止时间就必须考虑帕克给出的较早的年代和德国人给出的较晚的年代一样，我们现在也必须考虑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长、中、短的年代界定。从埃及的情况出发，我们要寻找安纳托利亚在森乌塞特一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统治期间遭到的毁灭，也就是公元前1958年至公元前1883年与公元前1912年至公元前1841年这两个时期。埃及人在安纳托利亚进行的战役似乎都不可能发生在森乌塞特一世刚开始统治的时候。我们知道，森乌塞特一世在登基时遭遇了政治危机，在统治初期就前往利比亚征战。因此，在他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之前，他似乎不太可能开始对亚洲的“征服”。如果接受了传统的资料，我们就会认为他在海上和陆地上向南的远征早于向北的远征。最后，在米特·拉辛纳碑文上提到了森乌塞特一世之子阿蒙涅姆赫特二世。所有这些都表示，后者似乎是不太可能被涉及的，而那些战役是在色梭斯特里斯统治后期发生的。因此，我们要寻找的是公元前1930年至公元前1916年与公元前1898年至公元前1884年两个时间段在安纳托利亚曾出现过一支强大军队的考古证据。


 战役的考古证据

如果要对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做出假设，那么我们会期待在考古记录中发现什么呢？首先会被发现的是，这一时期在前面提到的安纳托利亚、色雷斯、塞西亚和西高加索这些地区存在遭到大范围破坏的迹象。由于传说并没有特别提到长期性帝国的建立，因此我们不能期待埃及的统治能留下多少遗存，但是可能存在一些埃及的物品。如果足够幸运，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从被征服的地区运回埃及的战利品。从经济上看，我们或许会发现，繁荣的中心区域在遭到破坏之后发生了相对迅速的重建，尽管经济不够强大的地区恢复的时间要更长。从政治上看，蒙古人入侵亚洲西南或欧洲人入侵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后都未能建立长久统治，这可以与激发了大规模移民，促成了新的国家和民族身份形成的“入侵”进行类比。最后，由于传说中谈到建立了长期存在的殖民地，人们或许可以沿着被毁区域找到新的繁荣地区。

在考古学上，根据奥尔布赖特、波斯纳和那些强调帝国化程度的“最大化论者”的诠释，从叙利亚—奇里乞亚（Syro-Cilician）青铜时代中期一段彩绘陶器的分布情况来看，的确存在着第十二王朝“帝国”的迹象。公元前两千纪之初这一地区出现的物质文化，显然是将位于今天土耳其东南的奇里乞亚与叙利亚联系到了一起。正如詹姆斯·梅拉特指出的，这一文化应该与埃及有关，因为这里发现了埃及第十二王朝的物品。
(109)

 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奇里乞亚很可能被森乌塞特一世和/或他的儿子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征服，并有可能在之后数十年里都处于埃及的政治影响下。尽管遭到了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的侵袭，但是在那之前叙利亚—巴勒斯坦西部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作为埃及附属国的基础，色梭斯特里斯和他的儿子可以从该地区出发开始征战。这似乎解释了考古资料中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早期的稳定性，这种稳定与中东其他地方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或许因为只是在讨论森乌塞特一世统治末期的情况，梅拉特把叙利亚—奇里乞亚同安纳托利亚中部和北部截然分开，因为前者与埃及有联系，而后两者似乎是与东部的亚述存在贸易关系。
(110)



早期的安纳托利亚：历史概述

从地理上看，安纳托利亚是一处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化的地区，既包括富饶的地中海平原，也有内陆高山、高原和内陆湖泊。目前相对统一的土耳其文化是个会给人造成错误印象的例外。在已知的历史中，大部分时候安纳托利亚都更像是今天的高加索地区，是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拼图，其中既有坚持地方保护主义的孤立地区，也有极大地受到变革和入侵影响的地区。公元前两千纪初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

从当时的名字及其后来的分布来看，能够重构出的语言模式就如地图13所示。这些语言中的几种——赫梯语、卢维语（Luvian）、巴莱语（Palaic）、吕底亚语，或许还有卡里亚语——属于印度—赫梯语系的安纳托利亚语分支。弗里吉亚语和原始亚美尼亚语（Proto-Armenian）属于印欧语系。还有哈梯语（Hattic）和原始南高加索语（Proto-Kartvelian）——格鲁吉亚语（Georgian）就起源于此——以及胡里安语。所有这些语言都不是印欧语。
(111)

 对安纳托利亚所遭到的破坏的解释和历史性的重建大多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来自北方的讲赫梯语和其他安纳托利亚语的民族的“到来”。我在第一卷中说过，我同意格奥尔基耶夫（Georgiev）和伦弗鲁的观点，相信这些语言和非印欧语一样都是这一地区本土的语言。
(112)

 因此，它们的引入在此不是问题。另一方面，胡里安语可能来自东南，弗里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中的印欧语成分则显然来自北方。后两种语言无法证实在公元前两千纪初期就已经出现，但是从语言学证据来看，这两种语言似乎是在那之前进入安纳托利亚的，尽管弗里吉亚人只是在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才扩展到半岛的中心。他们最初到来的时间有可能就是考古学所展示出的动荡年代，阿卡德文献记录显示这发生在公元前23世纪。

通常认为，就是在这一时期，在高加索北部地区以著名的迈科普（Maikop）古墓为代表的所谓的库尔干文化，似乎渗透到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并与当地文明发生了融合。
(113)

 几乎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西部发生了动荡，人们以往将这种动荡与“吕底亚人的入侵”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也有可能是由来自西北的原始弗里吉亚人的到来引发的。
(114)



无论如何，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之后，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开始进入了经济扩张和繁盛的时期，这是以富饶的矿产资源和与中东的贸易为基础的，并且持续到了公元前12世纪青铜时代结束时，虽然这期间也有一些明显的中断。“赫梯象形文字”的最早实例来自公元前2000年，不过这种文字似乎产生在安纳托利亚人学会书写之后和接触到楔形文字之前，时间或许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之初。赫梯帝国使用的楔形文字类型不属于亚述语而属于叙利亚语，它形成于我们所关注的动乱时代之后。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文字究竟是在何时传播，又是如何传播的，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源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对叙利亚的开放。

在安纳托利亚发生的毁灭：库尔特普II和卡鲁姆·科尼什

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公元前三千纪安纳托利亚存在当地文字的痕迹，但是有一份历史资料是关于公元前20世纪中期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这就是在卡鲁姆·科尼什（Karum Kanesh）的亚述贸易点发现的数以千计的泥板，位置就在今天一座名叫库尔特普（Kültepe）的土耳其普通村庄。遗憾的是，就和亚述学研究的几乎所有情况一样，由于完美主义和学者的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泥板的大部分内容都未能得到公开发表。不过，已经公开的泥板让人们了解到很多有关卡鲁姆（意思是商业殖民地）结构的情况，还有它与安纳托利亚地区其他亚述殖民地的关系以及与阿舒尔（Assur）城的关系，阿舒尔城距其500英里开外，中间隔着极难穿越的区域。泥板让我们了解到有关古代世界贸易的很多情况和个体商贩的重要性。泥板还特别显示出，大量的安纳托利亚的白银、黄金和铅被出口到亚述，换回纺织品和锡，其中纺织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锡则来自更远的地方，有可能来自阿富汗。
(115)



泥板也揭示出外国商人所处的社会的一些情况。大多数城市都有国王，其中很多人都有赫梯名字。在西方100英里外的哈图沙（Burushattum）有个“伟大的国王”。赫梯的历史记录提到，他们的第一位国王是阿尼塔（Anitta），为科尼什北方的库萨尔（Kussara）之王，他把首都迁至名为涅萨（Nesha或Nisha）的地方，或许就是科尼什。据说，他征服了一系列城市，并迫使哈图沙（Purushkhanda/Burushattum）的国王向他臣服。亚述文本中提到了阿尼塔，在科尼什被毁的宫殿废墟中发现了一把刻有他名字的匕首或箭头。不过，对于他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20世纪晚期的库尔特普II还是公元前19世纪的库尔特普Ib，学者们仍有争论。
(116)

 无论如何，在他与赫梯帝国的下一个“创建者”拉巴尔那（Labarnas）之间有相当大的或者说是彻底的间隔——拉巴尔那属于公元前18世纪中期或晚期。

这让我们面对着确定库尔特普文本的年代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所关注的两个时期是库尔特普II和库尔特普Ib。在这两个一派繁荣的时期，科尼什和阿舒尔之间存在大量的贸易，并制造出了很多泥板。不过，在库尔特普II末期，城市和亚述人居住的城市郊区都几乎毫无预警地遭到了彻底摧毁，几十年之后库尔特普才得以重建并进入Ib时期。

丹麦亚述学家摩根斯·特洛·拉森（Mogens Trolle Larsen）在有关卡鲁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杰出著作中聪明地避开了年代学的问题。因此，有关卡鲁姆年代的最详细的研究成果仍然是由土耳其古代史学家博尔干（Balkan）在1955年出版的。他解读了泥板所谈到的亚述国王，将之与巴比伦同时代的国王联系到了一起。亚述的卡鲁姆似乎是从国王伊里舒姆（Erišum）一世统治初期开始的。不过，文献只是提到了他持续了40或41年统治的最后14年。文献涵盖了伊里舒姆一世的继任者伊库努姆（Ikūnum）和萨鲁姆辛（šarrum-kîn）的统治，终止于普祖尔—阿舒尔（Puzur-Aššur）二世的统治。可惜的是，亚述的国王名录并没有给出这些国王的统治时长，因此我们这里只能进行推测。但是，由于国王沙姆希—阿达德在统治的第十年重建了卡鲁姆，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坚实的根基上。

从伊里舒姆一世登基到沙姆希—阿达德离世，亚述年表给出的时间长度是159年。对于卡鲁姆·科尼什，博尔干给文献中未记录的卡鲁姆时期分配了26年，又给库尔特普II分配了八年。分给沙姆希—阿达德统治下的库尔特普Ib的时间是23年，这样在两个时期之间就存在30年的间隔，而库尔特普II毁灭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890年。
(117)



不过还有很多问题。博尔干自己倾向于认为在两个时期之间有更长的间隔。在两个地层之间有一米多厚的废墟，房屋的规划和方向都已经改变，这意味着新的定居者不知道旧时的布局；器物的类型和制造工艺都发生了变化；最后，语言在间隔期也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
(118)

 第二点似乎尤其重要，因为即使卡鲁姆的亚述人在城市被毁时全都遭到杀害，由于商业人口的流动性质，在其他地方也肯定会有幸存者了解城市房屋的布局。因此，发掘者奥兹古克（Özgüç）认为，这些变化需要50年的时间。我相信这只是最低标准。
(119)



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间隔覆盖了两个国王的统治时期，即纳拉姆辛和伊里舒姆二世，还有沙姆希—阿达德统治的前十年。博尔干教授推测，毁灭发生在普祖尔—阿舒尔二世统治结束时。但是没有可以证实这种推测的理由，普祖尔—阿舒尔二世也可能继续统治了更长的时间。我们知道，纳拉姆辛至少统治了15年。因此，30年的间隔只能允许他或普祖尔—阿舒尔二世再多统治五年的时间，更不用说伊里舒姆二世的统治了。在时间上进行的压缩似乎太多了。

同时，我们似乎把太多时间留给了库尔特普II的有记录的时期。的确，某些商人家庭似乎四代都在那里生活，但是在拉森对卡鲁姆的详细研究中被用作例子的情况是，曾祖父在通信开始之前就已经离世，此时曾孙似乎还年幼。
(120)



那么，有记录的库尔特普II的时间似乎应该缩短，存在的间隔则应该从20年加长到40年。如果我们认可亚述王名录所说的从伊里舒姆一世登基开始直到阿达德离世一共是159年的时间，那么从伊里舒姆的统治中减去卡鲁姆通信开始之前的30年的时间，再减去沙姆希—阿达德统治的23年时间，留给库尔特普II和毁灭时期的时间就是108年。如果我们进一步估计，库尔特普II的有记录的时期持续了大概40到50年，那就可以得出结论，库尔特普II是在沙姆希—阿达德统治第十年的50到70年前被毁的。于是，一切就都取决于这一时间，在长的、中间的和短的三种年表中，该时间分别是公元前1859年、公元前1803年和公元前1792年。这些时间再加上流失的60到70年，就得出了毁灭发生的时间段：公元前1929年—公元前1909年、公元前1873年—公元前1853年和公元前1799年—公元前1779年。根据帕克的年表，长年表与森乌塞特一世统治后期可以形成非常契合的年代对照。

中间年表无法与此吻合，但是符合德国人就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统治时间给出的埃及低位年表，也就是公元前1875年—公元前1842年。对于可能存在的共时性，我们可以认为，假定的埃及人的破坏发生在森乌塞特二世和三世统治期间，这会把埃及的年代范围向后推到公元前1830年或公元前1788年。尽管梅拉特更倾向于认为破坏发生在第十二王朝早期，但是在安纳托利亚毁灭期的地层中所发现的埃及第十二王朝的物品没有什么是局限于这一时期的。另一方面，在卡鲁姆的通信中没有提到埃及人，这就使埃及人在这一地区进行过长期征战的可能性降至为零。而且有证据显示，在下面要谈到的透德宝藏中，与在库尔特普II发现的物品类似的宝藏是在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统治期间运到埃及的。

我再重复一下，美索不达米亚的长年表得到了休伯的天文学计算结果的支持，如果接受这种年表，那么在库尔特普II的毁灭与帕克对森乌塞特一世统治后期的年代界定之间就存在共时性。在德国人的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统治年表和中间年表之间也存在共时性，但是如果接受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低位年表，这种共时性就被消解了。

梅拉特采用高位年表，并在第十二王朝的物品的基础上，提出了毁灭发生在公元前1940年到公元前1900年之间的观点。
(121)

 这也使之能够接近假想中色梭斯特里斯在北方的征战发生的时期，我们认为那是公元前1930年前后到公元前1916年间。

至此，我希望已经清楚地展现出，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篇幅来确定库尔特普II遭到毁灭的时间。科尼什或涅萨（Nišili）——这是赫梯人对该地的称呼——是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文化和军事中心。赫梯人用他们的创始人阿尼塔的城市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语言，这是在首都向北迁移到哈图斯（Hattus）很久之后的事情。在库尔特普II末期科尼什的人口大约有两万到三万，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了。科尼什也是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枢纽，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出发向北去往位于今天的谢宾卡拉希萨尔（Sebinkarahisar）和黑海附近的富庶银矿和铅矿，向西去往爱琴海海岸和特洛伊，都要经过科尼什（见地图12）。我们应该在这种语境下阅读梅拉特写于1958年的经典文章《青铜时代早期在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的结束》（“The End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Anatolia and the Aegean”）的节选部分：

在安纳托利亚中部，亚述富裕的卡鲁姆或大城市科尼什的城墙下的贸易区……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地层II）沦为灰烬，半个多世纪里再没有人居住。同时代的城市阿拉加霍裕克（Alacar Hüyük）是另一个贸易中心，也惨遭同样的命运，但是阿拉加霍裕克V的毁灭肯定要更早一些。在克尔谢希尔（Kırşehir）盆地的众多遗址中，唯一经过挖掘的是位于哈利斯河（Halys）以南的曾遭焚毁的哈斯许于克（Has Hüyük）。在阿克萨赖（Aksaray）附近的阿西姆克伊（Acemköy）大土堆的破坏层显示出，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或稍晚些的时候这里发生过大火。

在哈利斯河与桑加瑞斯河（Sangarius）之间的山区国家中，发生了大范围的破坏。卡罗格兰（Karaoğlan）、比蒂克（Bitik）、波拉特利（Polatli）和戈尔迪翁（Gordion）被放火焚烧，艾提奥库苏（Etiokuşu）、色基斯（Çerkes）和其他几个地点被废弃。在桑加瑞斯河的广阔流域内，埃斯基谢希尔（Eskişehir）平原上原本星罗棋布着青铜时代早期的代米尔吉（Demirci Hüyük）文化的村庄，但是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这些村庄至少有半数变得荒无人烟，再无人居住。更往西去，在库塔亚（Kütahya）西部有两个大土丘科普鲁壬（Köprüören）和塔萨里（Tavşanli），那里到处都是大火焚烧后留下的被毁坏的城墙上的砖，它们都与青铜时代早期（特洛伊V型）的陶器有关，在这一时期结束后塔普兹克（Tepecik）附近地方的人们似乎也都匆匆逃离了。

在这一区域和特罗阿德之间是巴勒克埃希尔（Balikesir）平原，如今以约坦文化中心而著名，人们对它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那里的墓地，墓地中没有青铜时代早期之后的陶器。

在特罗阿德，特洛伊V并未遭到大火焚毁，但是在接下来的时期显示出了文化上的变化。在另两个地点，库姆特普（Kumtepe）II和卡拉戈克特普（Karaağaçtepe），即色雷斯克什尼兹（Chersonese）被称为大土丘的地方，也都被废弃了。在利姆诺斯（Lemnos），波罗西尼（Poliochni）的青铜时代早期最后的定居点据说是被地震毁掉的，但是这一地点在青铜时代中期并没有人重新居住。
(122)



梅拉特大胆地列出了一大批地名，十年后又在《剑桥古代史》中给出了比这更精简的版本，这对于较为谨慎的学者来说是一大挑战。有影响力的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米利（James Muhly）认为，卡鲁姆·科尼什的毁灭只是“某种地方性的事件”。
(123)

 一位作者在论述哈图斯的情况时说，亚述人的卡鲁姆在哈图斯并未遭到破坏，不过后来的研究似乎否定了这点。
(124)

 实际上，梅拉特并没有说这里未遭破坏。不过，他也允许这样的修正存在，他写道，“以后的研究会把一些遗址从我们的名单中排除，但是无疑也会加上更多的遗址”。的确，如今看来，后来被称为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的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重要城市似乎就是在同一时期被毁的。
(125)

 毫无疑问的是，如他所言，“遭到焚烧或废弃的地方连成了串，显示出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结束时发生了某种动荡”
(126)

 。


 色梭斯特里斯是毁灭者吗？

梅拉特在1958年提出，造成这些毁灭的原因，是赫梯人入侵安纳托利亚中部，致使人们向西迁徙并引发了更多的混乱。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不仅坚持说，刻有赫梯国王阿尼塔的名字的矛头属于库尔特普Ib——也就是在毁灭之后，而且还否认了在库尔特普II发现的赫梯人的名字。
(127)

 由于他所假定的侵略者没有留下任何物质文化的证据，他自己也对此感到困惑。这使得他认为，“他们来自中东文明之外的区域”。然而，有充分的物质证据可以证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安纳托利亚与外高加索文化存在接触。他的方案中的这些可疑之处最终似乎让他放弃了整个想法，但是连成串的遭到毁灭的地方就在那里，并且由于梅拉特无法给出解释而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

我们可不可以将之与色梭斯特里斯联系在一起，并且接受希罗多德、曼涅托和狄奥多罗斯的说法？他们认为色梭斯特里斯“自东向西”征服了“整个亚洲”——这个词常被用来指安纳托利亚。我相信情况有可能如此，尽管存在着年代学上的困难。梅拉特注意到了“北方的”物品的缺失，但他后来记录说，在这一路线上的主要地点中发现了很多埃及第十二王朝的物品。如上所述，他正是以这些物品为部分依据，来确定毁灭发生的时间的。
(128)

 这一时期更多的有关埃及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征战的考古证据来自埃及本身。

透德宝藏

透德宝藏是20世纪30年代在托德的一处蒙特神庙的基石下发现的，地点位于卢克索（Luxor）上游17公里处。托德所属的底比斯行省是第十二王朝的发源地，当地膜拜的神灵是蒙特。神庙建筑可以追溯到由这个行省出发开始扩张并建立统治的第十一王朝，那时当地的主要神灵就是蒙特，但是森乌塞特一世毁掉了这里更早时候的建筑并修建了一座新的神庙。透德宝藏就放在四个铜箱子中，上面刻着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名字。
(129)



这些箱子是埃及制造的，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来自外国，其中包括金锭，由黄金、白银和金银合金制成的成串的戒指、镯子和饰品，还有143件被压平的银碗和10件未经摺压的银碗。其他箱子装满了天青石，还有一些圆柱形印章。正如挖掘者毕松·德拉罗克（Bisson de la Roque）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物品无疑来自亚洲。来自努比亚和红海沿岸的黄金是装在袋子里而不是箱子里运来的，而且这些地区并不产银，那时银和黄金同样贵重，甚至比黄金还要贵重。
(130)

 产地最近的白银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希腊的劳利昂，尽管在巴尔干还有更大的产地。

一些宝藏上有埃及检测者留下的质量标记，他们显然是由所含的金属成分的分量来确定宝藏的价值的。不过，尽管一些碗遭到了挤压，却并没有被熔化掉，这意味着它们的外形和来源地提升了它们的价值。
(131)

 如果人们对于金属的来源地留有疑问，那么宝藏的造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它们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弥诺斯式的。尽管其中一些具有爱琴海式的外观，有可能来自半岛西部，但是器物群总体上显然是来自安纳托利亚或高加索的。有一个杯子甚至与在库尔特普II发现的一个杯子极其相似。
(132)



圆柱形印章显示出同样的总体来源。它们大多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但是其中至少有一件来自安纳托利亚中北部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还有一件来自伊朗。印章或硬币组合出自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指向了这一时期末期。就这些印章而言，它们可追溯到公元前23世纪的阿卡德时期末期，但是大多数来自巴比伦第一王朝早期，其统治时间为公元前20世纪或公元前19世纪早期。鲍腊达试图证明这些石雕风格存在于第一王朝之前，但是如果接受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长年表，那么鲍腊达的努力就没有必要了。
(133)

 这些印章的来源和年代非常符合这一假设：在公元前20世纪晚期，埃及人及其盟友劫掠了安纳托利亚和那里的亚述贸易者。

宝藏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原产于阿富汗的天青石。尽管我不想截然否定埃及的军队曾经到过阿富汗，但是更可信的假设是，这些天青石是经由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来到埃及的。我们知道，在新王国时期，亚述是这种原材料的重要来源。
(134)



这些宝藏是怎么抵达托德的呢？一个银杯子上的标记显示，它是被一个埃及人带来的，波斯纳认为此人的地位与《辛奴亥的故事》中提到的那些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来回活动的使者有关。
(135)

 他引用了托德的色梭斯特里斯神庙的献词铭文，献词描述了敬献由贵金属制成的桌子的情形：

其美丽程度和数量都成倍地超出了这个国家的人们以前所见到过的，那是穿越各个地方的探路者和外国人所带来的物品的代表。
(136)



色梭斯特里斯的形象符合其名字的内涵，他的名字S-n Wsrt（Wsrt的人）的含义就是外国矿区的保护人。
(137)

 这里的敬献意味着在色梭斯特里斯统治后半期发生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这与希腊作家的叙述和米特·拉辛纳碑文的内容完全对应；此外，这也意味着，带来这些东西的既有献上礼物的外国人，也有埃及官员。这符合新王国对于送到埃及的礼物的描述和绘画。肯普和梅里利斯这样描写那些礼物：“一些是从被征服的地方掠夺或征收来的，一些则是作为外交礼物送到埃及的。”
(138)

 这可能也是透德宝藏的情况。不过考虑到其他和军事活动有关的迹象，我们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掠夺和征收上。

而且，还要记住的是，这里的敬献是献给鹰/牛神或蒙特的。这位底比斯行省的神灵是战争之神，尤其是征服外国和制伏蛮族的战争之神，在第十一王朝和第十二王朝均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蒙特还与亚洲的Sṯt这个地方有特别的联系。
(139)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米特·拉辛纳碑文中特别提到，托德的蒙特神是来自Stt（sic）的战利品的接收者。
(140)



我们之后会回到Stt位于何处这个问题上——更准确的写法是Sṯt。我们也会关注这个地方与托德的蒙特神庙的关联。同时，我们还要考虑这些宝藏可能的作用。肯普和梅里利斯强调的是原材料和经济价值，这无疑是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很多物品并没有被还原成原材料，而是被敬献给蒙特并保留在了蒙特神庙。因此，这些宝藏与其他很多神庙的宝藏一样，会让我们看到其在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属于世俗，另一方面属于宗教，尽管我们的观点未必与古人相同。透德宝藏不只有黄金白银，那些被压制过的异国物品都代表着外国人的臣服。这些宝藏是献给蒙特神的，同时也是用来纪念归功于蒙特的埃及的军事胜利。

于是，在埃及、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的考古发现中，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希腊作家对色梭斯特里斯在安纳托利亚的征服的描述。实际上，这样的征战可以解释很多原本无法解释的现象，尤其是那遭到毁灭的一连串地点，以及透德宝藏中为什么会包含来自安纳托利亚和更远的东方地区的物品。另一方面，如果接受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间或低位年表，那么这些毁灭或许就是其他一些原因造成的结果。不过，在考虑米特·拉辛纳碑文以及关于在安纳托利亚的征战的其他资料之前，先看一下其他地区有关战役的证据，似乎会有所帮助。


 色梭斯特里斯到达过色雷斯和塞西亚？

上面引用了梅拉特对安纳托利亚北部遭到毁灭的地带的叙述，其中提到了刚过达达尼尔（Hellespont）海峡的色雷斯的克什尼兹一带重要的地点被人匆匆遗弃。他继续写道：

土耳其的色雷斯（也被称为欧洲的土耳其）和沿岸省份以及马其顿（希腊的色雷斯）在考古学的地图上是一片空白，但是在保加利亚有迹象显示，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动荡也影响到了这里。保加利亚的学者把这些地方青铜时代早期结束的时间［乌纳塞特（Yunacite）、萨尔库萨（Salcutza）、艾思罗（Esero）等等］定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当时人们突然离开这些地点，导致它们完全缺失青铜时代中期的文化，这显然意味着发生了某种大灾难。
(141)



梅拉特继续描述了希腊的更为复杂的情况，对此我们会在下一章继续讨论。这里不予详述的原因是，按照希腊作家的描述，它不在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战路线上。

需要强调的是，保加利亚色雷斯的马里查（Mariça）山谷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要比它北方的邻居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发达，尽管二者有很多共有的文化特色。因此，保加利亚考古学家所提到的青铜时代早期，被他们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的同行称为次新石器时代（Aeneolithic）或“铜/石时代”（Copper/Stone Age）。这是因为，尽管出产红铜和黄金，这些地方的人们仍然在使用石头而非青铜来制造工具和武器。
(142)

 无疑，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一时间点标志着巴尔干历史的分水岭。

就我所知，没有考古证据可以证明这一地区在中王国时期存在埃及人。不过，也有一些来自埃及的有趣迹象。埃及最早使用含有30％的银和70％的金的合金，似乎是在中王国时期，而唯一能够出产含有这一比例成分的天然矿物的矿区就是特兰西瓦尼亚的阿普塞尼（Apusini）山区。这一地区也出产紫水晶、碧玉、光玉髓和玉髓。这些矿物最早出现在埃及的时间是在中王国时期，此外，用于镶嵌装饰的通透的红色和黄色碧玉也是一样，它们来自罗马尼亚的其他地方。这些类型的碧玉和同样质量的紫水晶不会产于埃及。
(143)

 上述合金与这些半宝石似乎很可能就是来自巴尔干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埃及肯定征服了这一区域，我们知道，不受政治和军事控制的贸易链一直延伸到了比这更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对这些奢侈品的需求会成为埃及对这一地区发起远征的动因，这一时期出现在埃及的这些奢侈品也为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另一条周边证据。

俄罗斯大草原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也出现了发展的中断，如同在色雷斯一样，这一时间点在传统观点中标志着次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和青铜时代的开始。不过，考古学家并没有观察到梅拉特在保加利亚所发现的那种大范围的破坏。要追溯这里的历史可能更困难，因为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口都是游牧民族。应该指出的是，兴盛于俄罗斯南部的特里波列（Tripolye）农业文化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瓦解。难以想象，一支主要由非洲人组成的军队是怎样应对大草原的气候的。狄奥多罗斯在讲述色梭斯特里斯的故事时，没有提到寒冷，而是提到了饥饿：“他进入欧洲之后，在穿过整个色雷斯的路上，由于缺乏食物，又遇到了这片土地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几乎损失了所有部队。”
(144)

 因此，塞西亚的情况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难题。第一是在考古学上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这里有埃及人存在。第二是由于上面所说的明确的动机，即为了让自己的英雄胜过未能征服塞西亚的波斯统治者，埃及人编造出了色梭斯特里斯征服塞西亚的故事。
(145)

 不过，如同我前面所说的，色梭斯特里斯在努比亚的征服同样起到了反波斯人的作用，但这一征服被证实为事实。因此，尽管法老征服塞西亚的故事的确起到了宣传作用，但这不能证明它并非史实。


 色梭斯特里斯到达过科尔基斯？

关于色梭斯特里斯曾经到过黑海东岸的科尔基斯的传说要更加可信。在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尽管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差异，但是在高加索西部存在着引人瞩目的统一的物质文化，即库尔诺—阿拉克希斯（Kuro-Araxes）文化。在黎凡特发现的属于该文化的精美陶器，以其最早发现的地方基伯·卡拉克（Khirbet Kerak）而得名，这种陶器在向南远至巴勒斯坦的地方也有发现，尽管位置并不在安纳托利亚中部。那时，人们已经在开采高加索西南部的富饶矿藏，既是供当地使用，也是为了向南方和北方出口。
(146)



库尔诺—阿拉克希斯文明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瓦解，这显然是在与印欧语有关的北方库尔干文化的侵压下发生的，此外，以迈科普的王室墓地和在格鲁吉亚的特里阿莱蒂（Trialeti）发现的最早的墓葬而闻名的民族也对其进行了侵略或文化渗透。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从陶器方面来看就被视为从青铜时代早期二段到青铜时代早期三段的转变。
(147)



考古学家在界定发生毁灭和文化变革的年代时似乎有些混乱。伯尼（Burney）教授试图将之与上面引述的梅拉特提出的序列联系起来。
(148)

 不过，这就会把印欧人的入侵延长到四百多年，也就是从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900年，因为在这些时期似乎出现过一波波的破坏。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假定约公元前2300年发生了来自北方的入侵，而公元前20世纪30年代或公元前20世纪20年代则发生了色梭斯特里斯领导的征战。这符合伯尼和朗格（Lang）所写的有关公元前两千纪之初的情况：

……漫长的公元前三千纪即终于逝去了。尽管人口没有发生急剧变化，但是出现了新的族属成分。新的力量也出现在泛高加索和乌尔米耶（Urmia）盆地的大部分地区。
(149)



朗格在其他著述中写道：

伴随着主要的人口迁徙，青铜时代晚期在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结束了，从留下的一层层灰烬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一地区的若干遗址中也发现了其他可以证明突发动荡的证据。在亚美尼亚，我们观察到，人们离开了已经在富饶的低地建起的村落社区，向山地牧场迁徙。然而，偏爱山地的通常是牛群和羊群的所有者，来自大草原的早期印欧部族的游牧生活就具有这种特点。
(150)



人们之所以撤向山区，很有可能是由于有组织的军队发起了侵略。在同一方向上还有其他证据，那就是在高度埃及化的毕布勒出现了高加索的金属工匠。法国考古学家克劳德·舍费尔（Claude Schaeffer）将之归因于高加索青铜工匠的迁徙。他认为高加索工匠的迁徙是由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生了“威力极强的地震”，在这一地区造成了震荡。由于出现了新的发现和科学的方法，舍费尔给出的年代大多数必须加以修改。不过，他提出的基本观点仍然站得住脚：

事实上，小亚细亚各国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拥有的冶金工业，超出了西亚和原始时代的欧洲各国。但是在公元前两千纪初期，小亚细亚各国失去了这方面的垄断地位，也失去了最好的工匠。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小亚细亚完全缺乏各类金属，这让考古学家感到惊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周边国家金属制造的繁荣程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151)



值得注意的是，梅拉特在1978年指出，拥有丰富矿藏和密集的金属加工业的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地区——也就是后来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西部——“没有已知的青铜时代中期的聚落”。
(152)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以东的地区继续保持了繁荣状态，包括著名的格鲁吉亚内陆的特里阿莱蒂遗址。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早期二段末期发生的“入侵”，为库班（Kuban）和高加索北部带来了财富，却没有毁掉安纳托利亚东北的繁荣和技术。公元前20世纪的动荡在发生地是毁灭性的，却似乎有利于周边地区，尤其是南方的地区。在整个黎凡特都能找到北方工匠留下的痕迹，以及冶金业出现的巨大进步。
(153)



埃及本身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开始大规模使用金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二王朝的军队是多么迅速地拥有了新的冶金业带来的新武器，包括匕首、独特的带孔战斧和镰状剑。实际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从努比亚到高加索地区，军事装备和技术出现了何种程度的科伊内（koinē）或普遍标准。
(154)



就我所知，在高加索并没有发现可以证实属于这一时期的埃及物品，尽管在亚美尼亚发现的一对狼牙棒头可能是来自埃及的。另一方面，几乎可以肯定在埃及发现了源自高加索的物品。
(155)



因此，来自高加索西南的考古证据显示这里发生了入侵。就像在保加利亚的色雷斯一样，入侵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长期的荒芜。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都无法让我们用来自北方的入侵去解释安纳托利亚北部和高加索的冶金业为什么会在第十二王朝时期向南方扩散。相反，希腊作家对于色梭斯特里斯送回大量战俘的描述，反而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米特·拉辛纳碑文对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证明

我想回到米特·拉辛纳碑文上，讨论一下碑文对这些传说的意义。对照诸多有关法老们英勇取胜、获得大量战利品的战役的描述，米特·拉辛纳碑文勾勒出的是同样的景象。这些描述主要涉及的就是把牲畜、战俘和贵重物品，尤其是金属，送回埃及。经常被提到的是白银，还有一处提到了铅，而此前我们所知道的是，铅只是在新王国时期才被进口到埃及。
(156)

 这些只能是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加索或希腊。此外提到的还有Stt˂Sṯt这片土地。
(157)



米特·拉辛纳碑文与透德宝藏的结合，明确暗示着Stt包括安纳托利亚。对于从Stt向位于尼罗河西岸底比斯上游20公里处的艾尔曼特的ἰwny蒙特神庙敬献的物品，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从Stt向托德的Ḏrty蒙特神庙敬献的物品，碑文中缺字的两行给出了同样的描述——其中都包括金属。确切的所指并不清晰，但是考虑到在ἰwny的神庙和著名的托德的蒙特神庙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种解释似乎是最有可能的。
(158)

 这其中所描述的物品并非那些宝藏。不过，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金属物品，它们是由阿蒙涅姆赫特二世敬献给托德的蒙特神庙的，而来自Stt的物品也是由同一位法老敬献的，二者联系在一起就令人惊奇了。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中王国时期，Stt包括安纳托利亚，就如同Sṯt后来的对应者是“亚洲”的情况一样。

文本中在向蒙特敬献这一行之前谈到的，似乎是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统治下Stt的bз（毁灭或征服），而这有不同的含义。
(159)

 这是唯一提到Stt的地方，但是碑文包含了三个原本不为人所知的亚洲地名。

第一个是[image: ]
 ，Ṯmpзw。一种可能是它表示[image: ]
 ，Ṯnpw，或者[image: ]
 ，Twn(y)pз，图尼普（Tunip），是叙利亚中部的一座城市。这个重要的城市在巴比伦文本中从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就为人所知，尽管存在n和m互换的问题，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大。
(160)

 不过还存在着语音上的困难，因为尽管[image: ]
 ，pз，在新王国时期仅仅作为pa发成元音，但是з在中王国时期保留了流音的性质，发音类似于r或l。语义上的困难更大，因为Ṯmpзw被描写为制造“铅”，但是在叙利亚并没有人知道铅。
(161)

 所指的地方更不可能是Tabalu或Tubal，在亚述人的文本和《圣经》中，这个地名指的是以金属工艺著称的安纳托利亚中部或东北部：在《圣经·创世记》中，它的词源Tȗbal Qayîn（金属工匠）表示“铜匠和铁匠中的大师”。在安纳托利亚，铁的小规模生产从公元前三千纪时就开始了。
(162)

 因此，这里说的从Ṯmpз带来铅，似乎意味着此时在安纳托利亚存在埃及权力的影响。

碑文中出现的其他新名字是被埃及军队毁灭或征服的两座城市，[image: ]
 ，ἰwзἰ和[image: ]
 ，ἰзsy。沃尔夫冈·黑尔克把ἰwзἰ读作˃
 зur-a，认为这个名字是60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的赫梯、乌加里特和埃及文本中的乌拉（Ura），指的是奇里乞亚海边的一个重要城市。
(163)

 情况或许就是如此。不过，ἰwзἰ看起来也有些像[image: ]
 ，wз ἰwr y，这是人们在建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柱基上发现的一个爱琴海地名，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所标示的是(W)Ilios——特洛伊。
(164)

 如果把这个名字读作wзy，就会有更确定的对应性，不过这似乎不太可能。如同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在特罗阿德也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埃及物品，因此，这里涉及的情况没有任何内在的不可能性。
(165)



梅拉特把特洛伊加进了他所罗列的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遭到毁灭的城市名单中，但他承认，在这一时期终结的特洛伊V并没有遭到火烧。不过，他认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明确的中断，这是有理由的。
(166)

 米特·拉辛纳碑文上说ἰwзἰ这个城市是bз，字面意义是“被洗劫”或“被毁”，如果ἰwзἰ是特洛伊的话，就不会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因为至少在新王国时期，这个词似乎仅被用来指“征服”。ἰwзἰ和Ilios之间的联系太过微弱，我们无法以此为基础确立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特洛伊从公元前20世纪末期横扫安纳托利亚的破坏区域中排除出去。我们会在第六章重新讨论非洲军队兵临特洛伊城下的情形。

黑尔克认为应该将ἰwзἰ与乌拉对应起来，他的观点得到了另外一种有力的支持，那就是与南边隔海150公里远的塞浦路斯联系在一起的地名ἰзsy。名字ἰзsy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它位于两个名字之间，而这两个名字本身都是有极大争议的。第一个名字是[image: ]
 ，ἰrs，通常依据阿卡德语和赫梯语的写法读为Alasia（阿莱西亚）。它的争议性略小。人们普遍认为ἰrs是塞浦路斯的名字，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它指的是安纳托利亚南部的一段海岸线。
(167)

 这个名字只是在新王国时期才得到了来自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证实。梅尔策（Meltzer）和黑尔克认为ἰзsy是Alasia的早期形式，由于在中王国时期з是个流音，这种看法似乎是可信的。这也符合米特·拉辛纳碑文的证据。
(168)



如同波斯纳所指出的，ἰwзἰ和ἰзsy肯定是在亚洲，因为1546名ґ
 зmw（亚洲的）囚犯就是从它们这里获得的。另一种战利品也符合安纳托利亚或塞浦路斯的情况，因为其中包含青铜斧、匕首和刀，而塞浦路斯在青铜时代晚期是铜的主要来源地。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地方自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塞浦路斯文化早期三段起就一直在制造金属。
(169)

 埃及似乎对这一时期的塞浦路斯有很大影响，在塞浦路斯与中王国同时代的地层中发现了中王国的珠子和护身符等饰物，尽管在埃及并没有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塞浦路斯的东西。
(170)

 没有清楚的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20世纪塞浦路斯遭到了毁灭，在这里很可能并没有发生安纳托利亚那样的大规模破坏。

还有个小问题，就是ἰwзἰ和ἰзsy都是和用于表示城市的城垛涡卷装饰写在一起的——这些城市几乎都是被征服的——而不是和表示山峰的符号[image: ]
 写在一起，这个符号通常用来指代外国，在这一碑文中写作Ṯmpзw。不过，在一片疆域和其主要城市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分明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ἰrs/Alasia作为城市和作为国家的频繁互换。因此，ἰзsy或许指恩科米或塞浦路斯的其他主要城市。
(171)



ἰwзἰ和ἰзsy之间密切的对应关系显示，这两个“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就像乌拉和塞浦路斯一样相邻。如果ἰwзἰ是特洛伊，ἰзsy是塞浦路斯，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新王国记录中的另一个地名，[image: ]
 ，ἰsy，有关ἰwзἰ的情况就会更加混乱。这个名字看起来与ἰзsy极其相似，一直是诸多争论的中心，一些学者认为它是ἰrs/Alasia的更早的形式。不过，在1946年，古代安纳托利亚研究专家博赛特（H. T. Bossert）明确地把ἰsy与Assuwa（阿苏瓦）对应起来，上面提到过，阿苏瓦是安纳托利亚西部一个王国的赫梯语名称，希腊名称Asia（亚洲）就是由此而来的。
(172)

 早在1886年，埃及学家和古代史学家马伯乐就把Asia这个名称的源头归结为ἰsy的延展，他认为ἰsy原本是塞浦路斯的名称。
(173)



对于这一复杂问题，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来自米特·拉辛纳碑文中的名字ἰзsy。这暗示着埃及接受了当地或黎凡特的名字ἰзsy来表示塞浦路斯，这又向西北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与此类同的是，欧洲人在16世纪使用Indies（印度）这个名字的情况，或者希腊对于Asia（亚洲）这个词本身的扩展。因此，在这个名字真正的源头Cyprus（塞浦路斯）这个词中，在语音得以保留的情况下，ἰзsy被重写为ἰrs/Alasia；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发音和后来的写法为ἰsy的书写形式ἰзsy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假说完全符合古代史学家温赖特在1915年得出的结论，即ἰsy位于海边，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有密切的关系，并与奇里乞亚有联系，而且从不曾被称为岛屿。
(174)



另一方面，希腊文化研究者乔加卡斯（D. J. Georgacas）在他对名称Asia（亚洲）的详细研究中提出了两种反对意见。首先，埃及人已经用Sṯt表示了亚洲。不过，由于上面提到的第一个名称的模糊性，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证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区域不应该有自己的名字。乔加卡斯论述的第二点更有力度：Assuwa这个词已经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语言之中，因此不需要再到埃及语中寻找这个词的起源了。
(175)



因此，尽管ἰsy、Assuwa和Asia之间有明确的关联，但是它们的起源并不明确。类似地，虽然ἰзsy很可能是ἰrs/Alasia/Cyprus（塞浦路斯）的早期形式，它也有可能是ἰsy/Assuwa/Asia（亚洲）的源头。关于亚洲囚犯和掠夺来的金属制品的记录与这两种情况都能吻合。塞浦路斯距埃及更近，因此可能性似乎更大。不论如何，米特·拉辛纳碑文中所提到的地名Stt、Ṯmpзw、ἰwзἰ和ἰзsy以及这些地方的制品明确显示出，色梭斯特里斯的远征越过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并进入了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


 结论

从19世纪初期起，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在北方的战役的传说就开始受到怀疑，此时相关的考古学或碑文的证据还未被发现。这些记述之所以会遭到否定，首先是因为，新的怀疑论不能容忍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对如此古老的时期做出推测。宗教人士也反对希克索斯之前的埃及史，因为这段历史接近《圣经·创世记》，所以太过危险了。此外不容忽视的是日益系统化的种族主义，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非洲帝王发起的军事远征不可能抵达黎凡特，更不可能抵达小亚细亚和欧洲。

因此，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后来的发现，都是在这样的“知识”观照下被审视的：关于色梭斯特里斯征服北方的传说纯属虚构。如果有人怀疑这一先入之见，就会发现之前被认为是互不相干的若干证据符合相对连贯的模式。这些证据包括：努比亚的堡垒反映出了第十二王朝军队的军事发达程度和强大力量；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很可能就在此时遭到了破坏和毁灭；透德宝藏中来自北方和东方的贵金属和宝石，都是敬献给征服北方的神灵蒙特的；此外还有献给森乌塞特一世和他的儿子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纪念碑上的碑文和浮雕。

米特·拉辛纳碑文与埃及在希腊的可能的殖民活动无关。即使是用最宽泛的方式来解读米特·拉辛纳碑文，并将之与关于色梭斯特里斯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它也只是影响了邻近的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地区，而非希腊半岛和群岛本身。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一章和之后的章节里讨论该碑文呢？原因首先在于它和古代模式的联系。米特·拉辛纳碑文支持由希罗多德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作家所讲述的一系列故事，而这些故事通常被认为是极其荒唐的。如果这些故事在本质上包含真实的成分，那么古代模式就应该在整体上得到更认真的对待。

米特·拉辛纳碑文还特别显示出，埃及人并非像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所想的那样，是总“待在家里”的保守者。20世纪早期，古典学者保罗·富卡尔指出，人们在代尔拜赫里的浮雕上发现了在女王哈特谢普苏特统治时期从海上远征非洲的画像，这完全否定了死守故土的埃及人形象，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埃及人的出征只局限于南方。
(176)

 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无法否定富卡尔的观点，只好选择忽视。米特·拉辛纳碑文记录了范围超过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陆地和海上的远征，也就再次把这个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而且是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时机也更加有利，因为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无法再坚持说他们垄断了“科学真理”。

在前四章的讨论中，来自克里特和波伊奥提亚的考古证据似乎有必要被置于传说、膜拜和地名的语境下。与此相同，现在，要考察米特·拉辛纳碑文及其含义，我必须介绍来自各方的更多证据，尤其是考古证据。尽管这种兼容并蓄的途径不够严谨，但是我仍相信，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整体图景显示出，在包括这一问题在内的很多方面，我们都应该对传统观念多些怀疑，对古代模式多些信任。不过，还有一种来源的信息可以证实希腊记述，那就是古代世界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对此我会在下一章中进行讨论。






(1)
  Farag（1980, p. 75）; Posener（1982, p. 7）; Petrie and Walker（1909, pp. 6-7, 17-18）.


(2)
  法拉格和波斯纳认为，该铭文应该按照表面价值追溯到第十二王朝，持有相同看法的是Giveon（1985, p. 16, n. 34）。同样是研究中王国的专家威廉·沃德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同意皮特里有关残片的观点，他认为铭文是“拉美西斯时期的”，也就是说其时间应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而非公元前19世纪（1987, p. 528）。他指出，铭文给出的名字不是当时在世的国王，而是葬礼墓碑上的名字。不过他承认，它们可能属于“第十二王朝早期”。要反对沃德的观点，可以说，这些外国地名是不见于新王国时期的文本的，似乎可能依循了中王国的发音。由于这一原因和下面给出的详细证据，我倾向于同意法拉格和波斯纳的观点，认为铭文的时间是第十二王朝，那也是文本所显示出的时间。埃及学家现在普遍接受了这种观点，读者可以参考O’Connor（1990）。给人印象最深的是Helck（1989）的例子。


(3)
  Farag（1980, pp. 78-9）; Posener（1982, p. 8）.关于Sṯt，参考Gardiner（1947, I, p. 177）和Gauthier（1925-31, I, p. 95）。


(4)
  Gardiner（1961a, p. 126）.


(5)
  Simpson（1984a, col. 891）.


(6)
  参考Herodotos, Ⅱ. 110和Diodoros, I.57.5。Lloyd（1988, pp. 36-7）虽然没有讨论该铭文，却认为这里有第十二王朝的遗迹，他颇有道理地坚持说，这些雕像被希腊人认为是属于森乌塞特和他的家人的，但是实际上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


(7)
  对此的怀疑观点，参考Simpson（1984b, col. 950）。关于认为暗杀成功的观点，参考Posener（1956, pp. 66-73）和Blumenthal（1983, pp. 105-6）。


(8)
  关于石碑以及关于Nsw Mnṯw本人的参考文献，见Posener（1971, p. 538）和Simpson（1984a, col. 899）。


(9)
  参考Lichtheim（1975, I, pp. 222-35）。关于这一故事的多种译文版本的参考文献，见Lichtheim（pp. 222-3）和Simpson（1984b, col. 953）。


(10)
  关于Rṯnw位置的长篇讨论，参考Gardiner（1947, I, pp. 142-9）。


(11)
  Posener（1971, p. 538）.


(12)
  Posener（1971, p. 539）.


(13)
  Albright（1960, p. 85）.


(14)
  Posener（1940, 1956, 1971）; Giveon,（1978a, pp. 61-72; 1981; 1985）.温斯坦极力反对中王国在黎凡特拥有“帝国”的观点，但也承认，在巴勒斯坦有很多森乌塞特一世的纪念碑，在Tell Gezer发现的一座女性雕塑刻画的可能是他女儿（1974, p. 52）。不过，他借以论述这位公主是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女儿的考古证据从那之后就遗失了。


(15)
  Posener（1956, p. 109）.


(16)
  Posener（1971, p. 540）.关于这一引文，参考Lichtheim（1975, I, 188）。她讨论了Sḫзḫзty这个词，将之翻译成“courier”（信使），但是黑尔克将之翻译成“caravaneer”（篷车旅行者）。


(17)
  Giveon（1975, cols 462-63）.关于这个名字的简短的文献可同时参考Helm（1980, p. 229，注释5）。


(18)
  两个名字之间的混淆体现在围绕着荷马在《奥德赛》中的描写的一些难题中。荷马在描写Menelaos的游荡时提到一个称为Eremboi的民族：“我在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游荡，我来到埃塞俄比亚人、西顿人（Sidonian）和Eremboi中间，来到利比亚……”（Ⅳ. 82-5）。在古代，人们认为这里提到的是阿拉伯人（Strabo, I.41），不过，正如Helm（1980, p. 217）指出的，这可能受到了名字Aramaean的影响，因此Eremboi可能只是指近东的游牧部落。在比这还要更早的时候，希腊人已经提到了阿拉伯人，赫西俄德在《名媛录》（Catalogue of Women
 ）中就说过：“阿拉伯人的女儿，值得敬重的Hermaon与Thronia所生，Bēlos之王的女儿。”见残篇15（137），英译见Evelyn-White（1914, p. 167）。又见残篇137，Merkelbach and West（1983）。Bēlos为此提供了明确的闪米特语境。假设我们把赫西俄德的时代定为公元前10世纪，如同第一卷，第86—88页所讨论过的，那么此处的引用就早于近东的文本，最早的证据来自公元前853年亚述帝王沙尔马那塞尔三世（Shalmaneser Ⅲ）的铭文。《圣经》中最早提到这个名字是在公元前6世纪写作的预言中。所有相关的资料来源参考Eph’al（1982, pp. 6-9）。

　　Eph’al（p. 7, n. 24）拒绝讨论˂
 ǎråb（阿拉伯）和˂
 ǎråbåh（沙漠）之间的联系。他认为˂
 ǎråbåh不是˂ǎråb的来源，这是正确的，但这两个词肯定存在联系。在我看来，Arab最有可能的词源是闪米特语词根√˂
 rb或√grb（进入，日落，西方）。因此，这一种族或民族的名称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用来表示居住在他们西方的民族的。


(19)
  Iliad
 , Ⅱ. 782-85.


(20)
  Vian（1960, pp. 19-24）.


(21)
  Fontenrose（1959, p. 71, n. 2），与Vian（1963, pp. 64-82）的观点相反。


(22)
  Fontenrose（1959, pp. 82, 177-93）.关于塞特与Sṯt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联系，参考Van Seters（1966, p. 99）。


(23)
  Chantraine（1968-75, p. 371）讨论过这种“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并否定了Pokorny（1959-69, pp. 332-3）的做法，后者试图证明erēmo-来自印欧语词根er（自由的，松开的）。


(24)
  Posener（1971, pp. 540-1）.关于这些雕塑的名单，参考Helck（1971, pp. 68-9）。


(25)
  Ward（1961, pp. 17-38）; Stevenson Smith（1965, pp. 14-150）.完整的参考文献见Stevenson Smith（1965, p. 15, n. 48）。


(26)
  Posener（1971, pp. 540-1）.关于绘画参考Davies and Gardiner（1936, plates X, XI）。


(27)
  Helck（1971, p. 41）.


(28)
  Ward（1971, p. 68）.


(29)
  Posener（1982, p. 8）.


(30)
  Helck（1989, p. 27）.


(31)
  Maspero（1901, p. 593）.


(32)
  第一卷，第252、306页。


(33)
  Bunsen（1848-60, I, 309-24）; Maspero（1901, p. 593）.


(34)
  Sethe（1900, 1904）. Burton（1972, p. 164）把赛特两篇文章的时间错误地标成了1902年和1905年。


(35)
  Maspero（1901, pp. 596-7）接受了泽特对Senwosre这个名字的解读，但是他最初主张，Sesōstris来自Ramessēs和Rґ
 ss tsw这两个名字。塞特在1904年否定了他的说法。


(36)
  Burton（1972, p. 166）.


(37)
  Diodoros, I. 53. 8.


(38)
  Gardiner（1957, p. 74）.


(39)
  Manetho, frs 32, 34-6, trans. Waddell（1940, pp. 64-73）.


(40)
  更多细节参考Delia（1980, pp. 24-107）。


(41)
  参考Hayes（1971, p. 505），他认为森乌塞特三世是原型。


(42)
  Manetho, Frs 32, 34-6.


(43)
  Herodotos, Ⅱ. 100-110, trans. de Selincourt（1954, pp. 166-9）.


(44)
  Diodoros, I. 53.5-58.2, trans. Oldfather（1933, pp. 187-95）.


(45)
  Sethe（1900, 1904）; Maspero（1901）; Rattenbury（1933）; Braun（1938, pp. 13-18）; Lange（1954）; Malaise（1966）; West（1977）; Lloyd（1982; 1988, pp. 16-18）.


(46)
  Posener（1956, p. 15）.


(47)
  苏联的埃及学家和科普特语研究者恩施泰特（Ernshtedt）于1953年提出了mythos的埃及词源（pp. 55-7）。尚特莱纳（Chantraine）认为mythos的本意是“具有指引、建议、话语的一系列词语”“词语的内容”。另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词没有印欧语词源。


(48)
  Megasthenes，引自Strabo, XV, 686；Arrian, Indica. V.4。


(49)
  参考Herodotos, Ⅱ. 110和Diodoros, I. 58.4。关于这点的现代讨论参考Lloyd（1982, p. 37）。


(50)
  Georgacas（1969, pp. 34-7）。同时参考Helm（1980, p. 23, n. 23）。关于埃及词源或对Asia一词的翻译，参考下面的注释164
 —172
 。


(51)
  本书第六章注释12
 —14
 。


(52)
  有关这点的参考文献见Posener（1956, pp. 68-9）。


(53)
  Spiegelberg（1927, p. 25）解释说，色梭斯特里斯跨过他两个儿子的尸体从火灾中逃生，属于“导游讲述的故事”，是建立在对凯旋的法老的经常反复出现的描述的基础上的。色梭斯特里斯经常被描绘为踩在两颗头颅上，它们象征着埃及的外国敌人，一个代表黑人，一个代表叙利亚人。这种解释虽然牵强，但也并非不可能。


(54)
  首先指出这种对应的是Iversen（1961, p. 149, n. 16）。同时参考Burton（1972, p. 171）。更多的细节见Delia（1980, pp. 54-6）。符号[image: ]
 （井）从中王国时期开始就用来表示ḥm（女性器官）。


(55)
  Sethe（1900, p. 3）; Malaise（1966, p. 250）; Burton（1972, p. 178）.


(56)
  Emery, 1960, p. 6; Clutton-Brock（1974, pp. 92-3）.关于来自库尔特普Ⅱ（Kültepe Ⅱ）的圆柱形印章上的“战车”，参考Drews（1988, pp. 93-6）。Drews（n. 48）接受了“中位年表”，把库尔特普Ⅱ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910年—公元前1840年。


(57)
  关于官方参与的神像运输，参考the Stela of Ikhernofret（Berlin Museum 1204），翻译见Lichtheim（1975, pp. 123-9）。森乌塞特一世的“神灵”头衔是前人未有的，参考Blumenthal（1985, pp. 108-9）。同时参考Springborg（1990, pp. 46-7）。


(58)
  第一卷，第170、185页。


(59)
  参考第一卷，第326页。


(60)
  有关对色梭斯特里斯征服非洲和阿拉伯的故事，参考Sethe（1900, pp. 16-20）, Malaise（1966, pp. 260-4）和Lloyd（1988, p. 36）。关于这一点的二手文献，劳埃德给出了完整的参考文献目录。


(61)
  Foucart（1914, p. 4），为E. Meyer（1928-36, I, p. 263）所引用。关于富卡尔的更多介绍见第一卷，第264—265页，第314、380、383页。


(62)
  Lichtheim（1975, I, pp. 211-15）.


(63)
  Naville（1894-1908, Ⅲ, plates 69-71）; Stevenson Smith（1958, pp. 136, 138; 1965, p. 7）.


(64)
  关于拉美西斯的舰队，参考Burton（1972, p. 169）。关于第十八王朝的海军，参考Hayes（1973, pp. 367-9）, Säve-Söderbergh（1946, pp. 33-50）。同时参考本书第十章注释86
 。


(65)
  Herodotos, Ⅱ. 100.


(66)
  见Delia（1980, pp. 77-9）讨论过的森乌塞特三世统治第19年的铭文（约为公元前1864年），铭文来自Uronarti（Khartoum 2683）。关于色梭斯特里斯被浅滩阻拦的文学解释见Lloyd（1988, p. 19）。Lloyd认为该文本指的是大海而非尼罗河。


(67)
  Diodoros, I. 55. 6.


(68)
  参考Wildung（1984, plates. 140, 150-1）。


(69)
  Adams（1984, pp. 176-81）.关于这些堡垒的另一种可供比较的观点，参考van Seters（1966, pp. 33-7）。


(70)
  Parker（1950,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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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色梭斯特里斯（第二部分）：膜拜、神话和传说中的证据

这一章里要探讨的一系列文化涵盖了埃及、黎凡特、安纳托利亚、色雷斯和黑海东岸的科尔基斯，还包括希腊文化。我所关注的是，这些文化中的膜拜、神话和传说所包含的要素是否会指向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历史真实性。

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会有很多。实际上，如果认定历史上存在这位征服者，那么很多传说中原本无法解释的特征都可以得到解释。这就将文献记录中的证据与上一章讨论过的考古发现联系到了一起，从而也会使色梭斯特里斯接近于希罗多德、曼涅托和狄奥多罗斯所描述过的人物，即使我们对此不能够完全肯定，至少也是有可能的。鉴于这些人物描述被视为他们作品中“最怪诞的”，因此，重构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某些征服的史实性——即使不是大部分征服——会对提升希腊和埃及历史学家的可信度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埃及的传说

不论我们是否相信希罗多德、狄奥多罗斯和曼涅托所描述的色梭斯特里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都没有人会指责他们创造出了色梭斯特里斯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标准的观点就是，这些故事把有关森乌塞特一世、森乌塞特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传说融合到了一起，并加上了东方式的夸张。德国埃及学家施皮格尔伯格在1925年发表的演说至今仍被视为对希罗多德的维护，但是他完全受到了19和20世纪风气的影响，内心充满优越感，而且认为自己比古人拥有“良知论”。他说：

在他［希罗多德］的故事中，有很多是纯粹的埃及故事，例如著名的关于拉姆泼西尼德斯（Rhampsinitus）宝藏的故事（ch.121），或者关于世界征服者色梭斯特里斯的传奇（chs.102ff），几位埃及国王的功绩都被汇合到了后者的名字之下。这些具有地方色彩的故事如此真实，就像是直接出自古代埃及的纸草书，马伯乐把它们编入了他的令人称道的古埃及民间故事集，这种做法是很正确的。
(1)



因此，我们不难认为，在公元前一千纪里存在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大规模征服的埃及故事。色梭斯特里斯/森乌塞特一世在新王国时期受到崇拜，这明确显示出，关于他的独有特点的传说时代还要更早。
(2)

 波斯纳甚至提出，色梭斯特里斯的传奇特点中包含有很多史实成分，并且具体可以追溯到中王国时期。
(3)

 尽管后来的法老，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但是米特·拉辛纳碑文和其他类似记录很可能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可见的，更不必说写在纸莎草纸上的年表了。

从整体上看，当希罗多德以及后来的作家进行写作之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有连续而丰富的关于色梭斯特里斯的传说。几乎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狄奥多罗斯和/或为他提供信息的人对传说添枝加叶，目的是为了使色梭斯特里斯的功绩可以与亚历山大齐平。现代学者认为这些添油加醋的传说旨在满足与波斯人竞争的心态，这可能也是正确的。
(4)

 不论如何，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传说的核心内容要更加古老，而且大多出自埃及“征服”发生时的资料，因此需要加以检验。

如果公元前5世纪的一位谨慎的历史学家想要记述有关色梭斯特里斯的真实情况，他应该是有办法实现这一目标的。于是，有待我们回答的问题就是，希罗多德是否有这样做的时间或意愿？我认为，基于我们所知道的他在其他领域的大部分记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曼涅托和狄奥多罗斯的写作背景并不明确，不过，尽管在希腊化时代存在埃及民族主义的压力，我们仍没有理由在不检验正面或反面证据的情况下就摈弃他们的记述和他们所参考的资料。

色梭斯特里斯和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

在埃及的另一种传说中也能找到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的痕迹，那就是奥西里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狄奥多罗斯记录说，根据埃及人的说法，奥西里斯留下了一些神灵统治埃及，而后亲自率领由一群乐师和舞者组成的军队出发。他在穿过埃塞俄比亚和印度之后，

迷上了捕获大象，每到一处都在身后留下雕刻的石碑纪念他的征战。他造访了其他所有的亚洲国家，从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欧洲。在色雷斯他屠杀了莱克格斯。……最后，奥西里斯以这种方式抵达了有人居住的所有地方，通过引入最容易种植的果实促进了社群的发展。如果有哪个国家不适合种植葡萄，他就会引进那种由大麦制成的饮料。……返回埃及时，他带回了来自各地的最贵重的礼物，并由于各种善举既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许，也获得了与天上神灵相同的荣耀，从而得到了永生。
(5)



一个多世纪之后，在公元100年左右，普鲁塔克写下了类似的话：

与奥西里斯统治相关的最早活动就是让埃及人脱离衣食无着的、野蛮的生活方式。他展示给他们收获的果实，赋予他们法律，教会他们敬神。而后他环游世界，传播文明，丝毫未借助武力。他能言善辩，通过有魅力的话语以及曼妙的歌声和音乐，赢得了大多数民族的追随。因此，希腊人把他等同于狄俄尼索斯。
(6)



要考查这些记述，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它们太过古老了。与狄奥多罗斯对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描述一样，文中提到了印度，提到了骑大象，这显示出关于奥西里斯的记述显然受到了亚历山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如同我们在第一卷中看到的，有关奥西里斯的希腊对应者狄俄尼索斯征服世界的故事，在时间上早于亚历山大，而有关奥西里斯征服的传说至少要追溯到第十八王朝。
(7)

 因此，这些相互对应的传说只能是源于埃及。

这些故事显然包含肇因型神话（aetiological myth），可以用来解释农业与文明的起源和传播以及狂欢式的生殖崇拜的形成。征服一事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但是狄奥多罗斯对奥西里斯的描述和对色梭斯特里斯的描述之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这显示出后者可能是前者灵感的源泉。

这让我们联想到“神话即历史论”的问题。我在第一卷中使用这个术语时，采取的是其最普遍的意义，即把神灵转变成凡人。
(8)

 现在，我认为这非常符合“良知论”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比犹希迈罗斯在说出神灵是伟大人物的完美体现时知道得更多。
(9)

 不过，还有很多例子可以支持现代观点相对于第一卷中描述的古代观点所做的转变，并且，将神话人物“合理化”为“历史”人物是个相对普遍的程序，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奥西里斯和其他神灵原本是埃及国王的传说，在第十九王朝的《都灵纸草》中得到了证实。
(10)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很多法老和后来的帝王都会把他们的前任或他们自身神化，而且我在第二章中谈到了中王国法老对希腊英雄的影响。这样，凡人有时就会以犹希迈罗斯所描述的方式成为神灵。
(11)



如果现实中森乌塞特/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是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征服的神话原型，原初意义上的“神话即历史论”就多了一个典型例子。不过，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两个过程应该相互排斥，凡人很可能成为神灵，反之亦然。实际上，这一独特的历史和神话的循环似乎给这种双向过程提供了恰当范例。神灵化的森乌塞特的伟大统治和征服与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的功绩融合在了一起。后者在神话中的征服和传播文明的事迹激励了亚历山大大帝，而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成就又为色梭斯特里斯的传说和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的神话增添了色彩，从而开始了神话与传说的新一轮循环。
(12)

 于是，在埃及，在森乌塞特征服的基础上似乎存在两种相关而又独特的传说，一种是历史记载，另一种则与奥西里斯的神话相关联。

色梭斯特里斯并非只是通过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间接影响了亚历山大的生平和传说，此外还存在着直接影响的明确证据。比如《亚历山大大帝传奇》（Alexander Romance
 ），这是第一本关于亚历山大生平的传奇式的长篇虚构故事，其最早的版本是在埃及完成的，时间就在公元前323年这位马其顿人去世之后不久。
(13)

 在这部传奇中，亚历山大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处洞穴中遇到了伟大的埃及征服者森梭克西斯（Sensonchōsis）。Sensonchōsis这个名字源于埃及第二十二王朝（公元前945年—公元前730年）的第一位法老，法老名叫Shōshenḳ（舍顺克），希腊作家称之为Sechōnsis或Sesonchōsis（色梭克西斯），《圣经》中称之为史沙克（Shishak），他领导了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役。不过，这个名字和这些功绩无疑与色梭斯特里斯的混淆在了一起。例如，曼涅托就曾把这两个名字交替使用。
(14)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被明确称为“新的色梭斯特里斯”，当亚历山大的遗体被运至孟菲斯时，人们视之为“半神的世界统治者色梭斯特里斯”。
(15)

 实际上，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修饰词的史实性。从总体上看，在《亚历山大大帝传奇》与勾勒出了埃及征服者的丰功伟绩的《色梭克西斯传奇》（Sesonchōsis Romance
 ）之间，存在着很多对应之处。这两部传奇故事在托勒密和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都非常流行，在其他地方肯定也是如此。
(16)




 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的传说

在黎凡特或安纳托利亚的文本记录中，并没有谈到色梭斯特里斯或其他埃及人的“征服”。不过，传说和民间故事中的一些内容或许暗示着发生过这些征服。

这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就是，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出现了攻击之神（striking god）的形象，这位神灵手拿锤子或斧头，头上戴着[image: ]
 ，ḥḏt（上埃及的白色王冠）或者[image: ]
 ，sḫmty（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双层王冠），这有时也与具有更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牛角象征融合在一起。
(17)

 该形象显然主要是埃及化的，但是这一人物形象也与当地的雷神Ba˂
 al、Tessub和塔昆（Tarkhun）有关。

这些形象也被视为等同于迦南神灵雷瑟夫，他是雷电和疾病之神。这一外国神灵在第十八王朝时成为埃及众神之一，但是雷瑟夫是中王国时期名字中的神圣要素。他的名字很难用西闪米特语解释，有可能是来自埃及语的Ḥry š.f，即希腊语中的Arsaphes（在他的湖边）。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谈过这位神灵与赫拉克勒斯的关联，实际上，在Ḥry š.f和雷瑟夫之间也存在混淆，因为毕布勒的一座神庙就供奉着这位埃及神灵。
(18)

 有趣的是，在雷瑟夫跻身埃及神灵的行列后，是与蒙特特别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之前也看到，蒙特与北方的征服相关，假如我对此的判断正确无误，那么蒙特的希腊对应者就是克里特的统治者拉达曼提斯，也就是赫拉克勒斯的继父。
(19)



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纪念碑上有一段话：“尊贵的他渡过［叙利亚北部的］奥龙特斯河那如同雷瑟夫般狂怒咆哮的激流。”
(20)

 因此，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至少在埃及人眼中，雷瑟夫是与王室在北方的征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的直接中介是法老和蒙特，间接中介是Ḥry š.f和赫拉克勒斯。

图像研究也清晰地体现出了人与神灵的联系。“攻击之神”的形象难免让人联想到中王国时期所描绘的法老打倒外国人的情形。
(21)

 研究印章的专家艾迪斯·鲍腊达承认，色梭斯特里斯一世在塞德节（Heb Sed）或纪念庆典上跳舞的形象，与在泰尔埃尔—达巴发现的一两个世纪之后的人物形象存在相似性，而后者描绘的是叙利亚—巴勒斯坦掌管气象的神灵。不过，她认为两者之间仍有重要差异：

国王未迈出的那只脚的脚跟抬离了地面，而气象之神的脚则平踏在所站立的山上。此外，尽管埃及国王迈开了大步，但是挺直的身躯似乎并未移动，然而气象之神的身体似乎是微微前倾的。
(22)



不过，这里的对应性仍然是显著的。

黎凡特的人物形象并未被证实是出自公元前三千纪，因此，或许无法将之归结为受到埃及古王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人物形象是在公元前15世纪新王国征服叙利亚之前绘制完成的。因此，尽管图特摩斯三世在公元前15世纪和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的活动或许强化了这种神灵般强大的、具有毁灭力量的法老形象，却并不可能是这一法老形象产生的根源。赫梯的尖顶高帽可能受到了ḥḏt或зtf[image: ]
 （王冠）的影响，尽管二者的形状并不一致。即使没有这种关联，如果色梭斯特里斯曾在这些地区征战，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会出现具有这一时期埃及法老特点的攻击之神的形象。

这样看来，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一下此前引用的希罗多德的记录：

色梭斯特里斯国王在被征服的国家竖立起的柱形纪念碑大多数已经消失了，不过我自己在巴勒斯坦见到过一些这类的石碑，上面刻着我提到的铭文和女性的生殖器图案。在爱奥尼亚，也有两处岩石上雕刻着色梭斯特里斯的形象，一处是在从以弗所到福西亚的路边，另一处是在萨第斯和士每拿之间。两处雕刻的人物都是将近7英尺高，右手持矛，左手执弓，而且身上的其他装备也是相配的——一半属于埃及，一半属于埃塞俄比亚。在胸部从左肩到右肩之间刻着埃及神圣字体的铭文：凭借双肩的力量我赢得了这片土地
 。这里并没有记下征服者的名字和国家。
(23)



这里位于梅拉特描述的成片的破坏区域以南，但是在希罗多德的记录之后，又发现了同一时期在阿弗罗狄西亚岛上发生的破坏，该岛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到米利都的中途内陆。
(24)

 因此，如果色梭斯特里斯在安纳托利亚进行了征服，那么他就有可能在那里留下了纪念碑。另一方面，几乎可以肯定，那些浮雕不是埃及人的而是赫梯人的，已经得到确认的一处雕像就位于以弗所到福西亚的路边。不过，雕像也体现出了与埃及的联系，那就是雕像表现的王室人物戴着赫梯人的高帽子，这种帽子可能源自埃及人的王冠，而雕像手里拿的“连枷”也是典型的埃及王室象征。
(25)



至于有关埃及的色梭斯特里斯的故事，我认为希罗多德不可能编造出埃及人与浮雕的联系。更有可能的是，他依循了安纳托利亚西部本土或爱奥尼亚的希腊传说。

地名研究为埃及人对安纳托利亚的影响提供了另一类证据。位于安纳托利亚北部海岸的锡诺普（Sinope）在希腊化时代是与孟菲斯附近的Se(s-t)-n Hɾ
 py（尼罗河之神Hɾ
 py的地方）相混淆的。由此得出的观点就是，明显属于埃及的多位一体的神灵（composite god）塞拉匹斯（Serapis）是从安纳托利亚的本都（Pontos）的锡诺普引入的。不过，这里还存在着与孟菲斯的公牛神阿匹斯的神庙S-t n Ḥp的双关。在第一卷对达那俄斯和跪在祭坛前的人们
 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Ḥp和Hɾ
 py这两个名字之间的混淆或谐音双关。
(26)

 因此，安纳托利亚的锡诺普这个地名很可能具有埃及起源。

更令人称奇的例子是阿拜多斯（Abydos）城，这个城市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关键性的狭窄位置上，在古代被视为等同于埃及的зbdw，在希腊语中写成Abydos，这是以奥西里斯之墓著称的宗教中心的名字。位于博斯普鲁斯（Bosphoros）海峡欧洲一侧海岸上的拜占庭（Byzantium）的名字仍然是谜，不过在公元5世纪，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人、博学的农诺斯的说法是，拜占斯［（Byzas）拜占庭的创建者和命名来源］类似于卡德摩斯和他的兄弟，其中一位兄弟是安纳托利亚东南的奇里乞亚的命名来源基利克斯（Kilix），另一位是爱琴海北部的萨索斯的命名来源萨索斯，他们都是在放弃了追寻妹妹欧罗巴后定居下来的：

另一个四处漂泊的人名字叫作拜占斯，具有神灵艾奥的血统，是天庭的宙斯留下的后裔。他喝了生生不息的尼罗河的七个河口的水，在邻近的地方定居下来，伊那科斯的小母牛就曾在那里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当他扭断那狂野公牛的脖颈时，发出的光芒映照在那里居民的身上。
(27)



和古代诗歌惯常的情况一样，这段文字充满暗指和双重含义。“光芒”似乎暗指达达尼尔海峡尽头的兰萨库斯（Lampsakhos）城。
(28)

 至于艾奥、母牛、尼罗河和伊那科斯之间的复杂联系，在第一卷中曾予以过探讨。
(29)

 这里要补充的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传统上被视为“运送公牛”之地，宙斯化身为公牛，从那里把欧罗巴带到了西方，他显然就是上文所指的“狂野公牛”。这里也可能包含对色梭斯特里斯的暗指，因为埃及向北远征时的庇护神就是公牛神蒙特。

拜占斯自己似乎与另一个神话人物对应，那就是菲纽斯（Phineus），他是阿革诺耳（Agenor）的儿子、卡德摩斯的兄弟，其定居地是把马尔马拉海和黑海分隔开的蒂尼亚（Thynia）海角，这也是拜占斯的定居地。Phineus和Peneus的词源来自埃及语的Pз Nw(y) ［（阳性）水或洪水］，这在第三章中讨论过。
(30)

 菲纽斯和蒂尼亚之间的对应，可以通过Thynia已经证实的埃及词源地名Tз nwt［（阴性）水域］来解释。
(31)

 人们从地中海通过海峡进入黑海，这些名词作为金角湾（the Golden Horn）的名字似乎很恰当。

地名上的证据并不确定。因为事实上，这些名字即使是纯粹的埃及地名，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它们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带入安纳托利亚的。这些地名可能要追溯到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但是更有可能源于后来发生的直接接触或通过腓尼基人进行的接触，也有可能是由那些了解埃及命名原则的希腊人引入的。到了古典时代，埃及的影响显然已经遍及沿岸地区，因为从莱斯博斯（Lesbos）岛上的米蒂利尼（Mytelene）到马尔马拉海南部海岸的基齐库斯（Kyzikos）和兰萨库斯，都发行了刻有阿蒙头像的硬币。
(32)

 对于我们所关注的这一时期，唯一确切指向埃及人的影响的名称，就是马尔马拉海岸边的门农墓，后面会对此进行讨论。

就年代学问题而言，同样模糊的是埃及宗教和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宗教间的惊人的对应性，尤其是对早亡的丰饶之神的宗教膜拜——这些神灵包括埃及的奥西里斯、闪米特的阿多尼斯（Adonis）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弗里吉亚的阿提斯（Attis）。
(33)

 第三卷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希罗多德讲过一个故事，在故事中的两个孩子被抚养长大的过程中，人们遵从法老萨美忒克斯（Psammetekhos）的旨意，没有让他们听到过任何话语，他们说出的第一个词是bekos，就是弗里吉亚语中表示面包的词语。这就证明了弗里吉亚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甚至比埃及语还要古老。
(34)

 现代语言学认为，弗里吉亚语是一种狭义上的印欧语，其出现要比埃及语晚得多。不过，有趣的是，弗里吉亚被视为与埃及同样古老。一种可信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在区域上的相似性。这里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埃及的影响源于何时？将此归结为色梭斯特里斯短暂的暴力入侵似乎是不太合理的。无论如何，与那些我们无法确定年代的地名不同，安纳托利亚的膜拜确实是非常古老的，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两千纪，因此在公元前20世纪其与埃及发生了接触是非常有可能的。


 色雷斯和塞西亚

我们在这一章后面的内容里会结合来自希腊的传说，讨论安纳托利亚更偏西北地区的关于公元前20世纪的埃及征服的传说。同时，我们会检视埃及的影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侧的色雷斯留下的痕迹。

希罗多德和后来的作家描写过色雷斯人对狄俄尼索斯的膜拜，这发生在被称为萨特莱（Satrai）和贝松伊（Bessoi）的这些遥远部族之中。
(35)

 我会在第四卷中论述，名字Satrai和Satyroi（萨特莱伊）一样，都源自*Snṯrw这个形式，这个形式来自埃及语的动词snṯr（奉献）；同样，Bessoi（贝松伊）这个名字应该源于来自动词bs（开始）的埃及语中的*Bsw［开始（第三人称单数）］。我还要指出，其他色雷斯的神祇的名字，例如贝尼兹（Bendis）和塞巴兹奥斯（Sebazios），可能也源于埃及语；同时我也要强调，色雷斯和埃及的俄耳甫斯教（Orphism）的对应特征。要补充的是，我并不是最早看出这些对应性的人。很多学者都曾用“利比亚、色雷斯的基础”来解释色雷斯—弗里吉亚和非洲之间的很多相似性，但是在我看来，将之解释为埃及影响的结果似乎会更有说服力。
(36)



不过，就像埃及与弗里吉亚在膜拜上的对应性一样，我们难以界定这些影响发生的时间。奥西里斯膜拜兴盛于第十二王朝时期，它可能是狄俄尼索斯膜拜的起源。阿蒙膜拜的情况也是一样，我认为与宙斯相关的公羊膜拜就源于阿蒙膜拜。这些可能都是在“征服”时代被引入的。其他很多埃及的成分，例如对喜神贝斯（Bes）、给布（Geb）/俄耳甫斯（Orpheus）的膜拜，似乎来自更晚的时期，我们从色雷斯的那些带有阿蒙头像的硬币中就可以看出，在后来的时候那里受到了埃及宗教膜拜的影响。
(37)

 这样的影响如果是发生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就会与这一时期爱琴海北部出现的大量腓尼基人的活动迹象相呼应，而历史记录、考古发现、地名和宗教膜拜上的对应性对此都可以证明。与其他年代的情况一样，腓尼基人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并发展了埃及文明。
(38)

 因此，尽管有证据可以清楚地表明埃及文化对色雷斯造成了影响，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由此推断出这种影响始于公元前两千纪初期和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

据我所知，在俄罗斯南部的塞西亚并没有关于色梭斯特里斯或埃及人之类的传说。考虑到俄罗斯大草原地区的政治动荡，再加上其后的两千年中那里完全没有文字记录，那么即使非洲军队曾途经此地，也不可能在民间记忆中留下痕迹。但是，黑海东部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科尔基斯：埃及的殖民地？

科尔基斯具有悠久的文化和语言延续性。这里很早就开始使用两种属于高加索语系的语言，一种是南高加索语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格鲁吉亚语，一种是属于西北高加索语的阿布哈兹语（Abkhaz）。这里发生过的唯一的重大转变就是公元9世纪阿拉伯统治时期内陆的伊比利亚—格鲁吉亚人（Iberian-Georgian）从山区扩散到海边，这就把原本居住在科尔基斯亚热带沿海地区的讲西南高加索语的人挤到了南部和北部，他们在那里与讲阿布哈兹语的人杂居在一起。
(39)

 不过，也存在时间上更晚的语言族群——亚美尼亚语、伊朗语和土耳其语。该地区似乎一直是保持语言多样性的典范，部分原因在于其连续性，部分原因是有很多穿过高加索来到这里的移民，但主要原因在于山区国家在地理上的隔绝性。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博记录说，在狄奥斯基里亚斯（Dioskyrias），也就是今天的苏呼米，集市上有70个不同的部族。
(40)

 在海岸地区，这种杂居现今表现为极其多样化的体型特征，朗格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是“几千年来的民族融合”造成的。
(41)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回到希罗多德对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描述：

在归途中，色梭斯特里斯来到了科尔基斯的费西斯河。很有可能的是，他在这里命令一支队伍留下来定居——或者，也有可能发生的是，在他的队伍中，一些人厌倦了长途跋涉，因此离开了大部队。我无法肯定地说哪种情况是真实的，但事实无疑就是，科尔基斯人是埃及人的后裔。没有人和我提到这些，是我自己注意到的，想到这点之后我在科尔基斯和埃及都做了问询，但是我发现，与埃及人对科尔基斯人的印象相比，科尔基斯人对埃及人要记得更加清楚。不过，埃及人的确表示，他们认为科尔基斯人原本来自色梭斯特里斯的部队。
(42)



伊阿宋和金羊毛：黑人在科尔基斯居住的证据

迄今为止，有关黑海地区的最著名的希腊传说就是伊阿宋寻找金羊毛的故事，对此最完整的记录就是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于公元前3世纪在埃及亚历山大所写的《阿尔戈英雄纪》。在故事开始时，一位父亲，波伊奥提亚的奥尔霍迈诺斯的国王阿塔玛斯（Athamas）无奈地把他的孩子佛里克索斯（Phrixos）和赫勒（Helle）带到山顶献给了宙斯。宙斯于是派下一头公羊来救他们，当公羊把他们驮在背上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时，赫勒坠入海中。公羊带着佛里克索斯渡过黑海来到科尔基斯，在那里被宰杀献祭。公羊的金羊毛则被保留下来，直到被伊阿宋偷走。

迈克尔·阿斯特证明，这个故事和亚伯拉罕（Akedah或Abraham）捆绑以撒（Isaac）作为祭品的故事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惊人的对应关系。阿斯特认为，阿塔玛斯的传说是闪米特人对希腊的影响造成的，
(43)

 这令人信服。而传播论的捍卫者贾拉兹伯伊（R. A. Jairazbhoy）指出了公羊和羊毛作为主题在埃及宗教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并提到了下面所列的希罗多德的记述。在解释了膜拜公羊神阿蒙的底比斯人为什么从来不把公羊献祭之后，希罗多德继续写道：

不过，在一年一度的宙斯［阿蒙］的节日庆典上，他们打破了这一习俗，宰杀了一只公羊，但是仅仅宰杀了一只。他们把羊切开，剥掉羊皮，把羊毛放在宙斯的神像上，就像宙斯自己化身为羊时所做的那样。
(44)



劳埃德在详细评论这一段叙述时总结说，希罗多德对仪式的描写“或许是正确的”。
(45)

 阿蒙、宙斯和公羊之间复杂的相近关系会在第四卷中予以讨论。这里我想进一步指出的只是，以阿蒙为公羊神和神谕者的传说最早是在新王国时期的底比斯得到了证实，但或许也可以追溯到中王国时期。
(46)

 这就让我们回到了科尔基斯，斯特拉博记录说，在那里，在由佛里克索斯创设的神谕中，公羊不会用于献祭。
(47)



在科尔基斯传说中的公羊/羊毛与埃及对公羊神阿蒙的膜拜之间，似乎有极其相近的对应关系。贾拉兹伯伊注意到，《阿尔戈英雄纪》中的一段文字描述了由一条巨蛇守护的金羊毛。他将之与阿蒙—拉的形象联系起来，因为太阳神阿蒙被表现为由太阳轮和带有拉的蛇头的神圣毒蛇盘绕着的公羊头。不过，如果二者有联系，似乎就指向了后来发生的影响，因为对于太阳神拉的这种描写是在第十八王朝时才开始出现的，而贾拉兹伯伊给出的例子来自第十九王朝。
(48)

 总体上看，与安纳托利亚的膜拜一样，没有什么能够表明这些得到公认的来自埃及的影响始于何时。

伊阿宋的海上航行据信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
(49)

 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具有史实性，它都属于最早的史诗系列和留存下来的著述。赫西俄德在其公元前10世纪的作品中提到了佛里克索斯和金羊毛。
(50)

 因此，这一传说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我们当然无法评估阿波罗尼奥斯关于科尔基斯的记述的准确性。不过朗格曾写道：“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戈英雄纪》中有多少细节与考古发现吻合，又有多少细节符合赫梯、亚述和乌加里特的资料记录。”朗格接着列出了阿尔戈英雄在前往科尔基斯的途中所遇到的民族的特点。他甚至更加强调苏联的考古发掘如何证实了阿波罗尼奥斯对科尔基斯的描述。
(51)



因此，在这位古代作家对于黑海南部和东部的记述中，可信的似乎不仅是有关他那个时代的描述，也有对许多个世纪以前的描述。在他对科尔基斯传说的记述中还提到了1600年前的事件，这些事件真实与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过，对于下面这段讲述科尔基斯或埃亚（Aea）历史的史诗，如果仍然视而不见就有些愚蠢了。

遥想那旋转的星座尚不存在的年代，人们寻觅神圣的达那厄人，发现的却只是阿毗达尼亚的（Apidanaean）阿卡狄亚人，据说他们在月亮形成前就已在那里生活，食物是山上的橡子。在高贵的丢卡利翁的后裔统治佩拉斯吉人的土地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更古老的种族的埃及母亲被称为黎明曙光中的丰饶之国；灌溉了整个流域的尼罗河被称为特里同河，这条大河慷慨地流过干旱无雨的土地，却通过泛滥的洪水带来了庄稼的丰收。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某位国王从这个国家出发，在强大而忠诚的军队的支持下穿过了整个欧洲和亚洲，沿途建立起很多城市。一些城市得以留存，一些则在岁月里湮没，但是埃亚城至今仍然矗立在那里，其居民的祖先就是当年应国王之命定居于此的人们。
(52)



这段文字非常有趣。“旋转的星座”似乎是指岁差，或者说是约为26000个太阳年的一“大年”。
(53)

 与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年代界定一样，这段文字与阿波罗尼奥斯提到的其他天文学的内容似乎都是数学象征和夸张诗句的结合，所指的是最古老的希腊传说开始之前的时期。下面还会讨论到特里同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被用来表示尼罗河。“Apidanasn”中的Api-似乎是指伯罗奔尼撒的神秘名字，其复杂的埃及起源曾在第一卷中讨论过。
(54)



文中提到“穿过了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埃及国王，这一直被认为是指色梭斯特里斯。
(55)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阿波罗尼奥斯的叙述是基于希罗多德有关埃及人在科尔基斯殖民的记录并添加了同时代埃及创作的内容，还是完全来自历史记述。

如上所述，阿波罗尼奥斯一生主要生活在亚历山大。由于他非常博学，所以被任命为那里最大的图书馆的馆长。他所著的有关黑海地区的其他记录非常准确，表现出他对这一地区有很深的了解，并不需要依靠希罗多德的记述。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人所记录的可能都是真实的科尔基斯传说，也就是科尔基斯人的城市曾经是埃及的殖民地。很难说这是否属于史实，抑或只是一个遥远的民族为让自己拥有古老的核心传统所做的尝试。

希罗多德相信自己找到了相关的独立证据：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首先基于这一事实：他们都是黑皮肤，一头卷发（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民族也有同样的特征）。其次，更重要的是，只有科尔基斯人、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从古代开始就施行割礼的民族。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承认，他们是从埃及习得了这一做法。居住在特尔莫冬（Thermodon）河和帕耳忒尼俄斯（Parthenius）河附近的叙利亚人，以及他们的邻居麦克罗尼亚人（Macronian）说，他们是在不久以前从科尔基斯人那里学会这样做的。……

现在我想到，在科尔基斯人和埃及人之间还有更多的相似性，那就是他们都采用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编织亚麻的方式，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也有相似之处。希腊生产的亚麻被称为撒丁岛（Sardonian）亚麻，来自埃及的亚麻则被称为埃及亚麻。
(56)



有趣的是，制作亚麻也是科帕伊斯湖沿岸地区的特点，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已经看到，该地区显然表现出了埃及的影响。
(57)

 但是，我们无法说出这一技术是在何时传播到了波伊奥提亚和科尔基斯，即使这是传播的范例。同样不幸的是，希罗多德关于科尔基斯的亚麻和推广割礼的记述尽管极其重要，却无法得到检验。

不过，有趣的证据可以证明科尔基斯当时存在黑人。希罗多德并非唯一提到这点的古代作家。比他更早一些的作家品达提到了伊阿宋在远征过程中进攻了深色皮肤的科尔基斯人。后来的一些作家也提到了科尔基斯人是黑人，当然，这些作家在这方面可能受到了希罗多德的影响。
(58)



体质人类学未能给我们提供帮助。居住在山区的伊比利亚—格鲁吉亚人显现出了体质上的高度连续性。如同今天的格鲁吉亚人，这些人是“短头颅”或者超短头颅的，这是高加索人的典型特征。与此相对的是，科尔基斯沿海地区呈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混杂，包括一些可能来自非洲的“长头颅的”人。
(59)

 阿布哈兹语言学家和人种学者德米特里·朱利亚（Dmitri Gulia）认为科尔基斯人具有阿比西尼亚—埃及（Abyssino-Egyptian）起源，同时也声称在地名、人名和神的名字中发现了埃及影响阿布哈兹的证据。
(60)



最令人兴奋的证据是，在公元20世纪，阿布哈兹的苏呼米附近仍然生活着非洲黑人，其位置在古代科尔基斯以北。显然，这些黑人中至少有一些是在阿布哈兹隶属于土耳其帝国时，于公元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从非洲运来的奴隶。不过，该群体已经植根于这一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会讲阿布哈兹语，尽管苏联政府曾经试图让他们散居开来并与其他种族通婚，但他们似乎保留了自己的种族特性。
(61)



这些黑人中是否有一些就是希罗多德曾经见到过的黑人的后裔呢？这在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苏联和格鲁吉亚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美国学者帕特里克·英格利希（Patrick English）近年曾撰文对肯定性的观点表示支持，这篇旁征博引的文章即使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也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文中指出，公元4世纪末前后在圣·杰罗姆（St. Jerome）和索福洛尼斯（Sophronius）的作品中显示出，人们相信科尔基斯存在黑人，而这距离希罗多德的时代已经过去八百多年了。
(62)

 这就把有关这一地区生活着黑人的古代记述和现代记述之间的时间间隔缩短到了大约一千二百年，如果考虑到高加索地区其他小规模种族群体的连续性，那么这里的连续性也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科尔基斯的亚热带气候也使之能够在不同时期吸引非洲人。

精神地理学

现在，我们来探究一下埃及和科尔基斯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圣的”或“精神地理的”对应关系。我们首先再读一遍阿波罗尼奥斯的记述：

在高贵的丢卡利翁的后裔统治佩拉斯吉人的土地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更古老的种族的埃及母亲被称为黎明曙光中的丰饶之国；灌溉了整个流域的尼罗河被称为特里同河，这条大河慷慨地流过干旱无雨的土地，却通过泛滥的洪水带来了庄稼的丰收。
(63)



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到过，Tritōn（特里同）这个名字似乎与埃及语的tryt（尊敬）有关，是利比亚很多河流水系的名字。特里同可能是波塞冬的一个儿子。
(64)



阿波罗尼奥斯继续写道：

但是埃亚城至今仍然矗立在那里，其居民的祖先就是当年应国王之命定居于此的人们。而且他们保留了祖先的石板，上面雕刻的地图勾勒出了陆地、海洋和族群分布的轮廓。地图上有一条河流，其最远的支流与洋流相通，宽度和深度足以商船航行。地图上标示的这条河距离埃亚很远，名称是埃斯特［（Ister）通常被认为是多瑙河（the Danube）］。在北风（the North Wind）之外的遥远地方，河流源头从利派昂山脉（Rhipaean Mountains）奔涌而下。而后河水流过广袤的平原，其间没有支流汇入，但是在色雷斯和塞西亚交界的地方，河水分出支流，其中一条汇入了爱奥尼亚海［黑海］，一条［罗讷河（Rhone）？］向南流入西西里海（Sicilian Sea）深入陆地所形成的海湾中。阿刻罗俄斯（Achelous）河是从希腊（Hellas）流入西西里海的，如果我没有说错，那么它冲刷的就是你们的海岸。
(65)



从这里开始，阿尔戈英雄不再是相对平稳精确地沿着黑海航行，而是变成了狂野地冲入欧洲和地中海。这里，史诗的宇宙哲学特征显然超过了它的地理特征。

文本中提到了尼罗河与多瑙河这两条大河，这很重要。在下一章中我会讨论，埃及语中的名字ἰtrw表示尼罗河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片水域或“海洋”，我认为它在希腊语中是以词根Atla-的形式出现的，这不仅见于词语Atlantic（大西洋）中，而且也见于多瑙河的名字中。不过，在这段文字里，如同在整部诗篇中一样，阿波罗尼奥斯所提到的地理概念既是现实中的，也是天国的、地狱的和精神的，因为死者的灵魂要在其中航行。

对于这种地理概念，最详细的描述来自《斐多篇》（Phaedo
 ），其中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关于死亡和不朽的最后演说：

我相信，大地是巨大的，我们居住在费西斯河与海格力斯之柱之间的区域中，而这只是大地的一小部分。我们沿着大海生活，就像蚂蚁或青蛙围绕着一个池塘，还有其他许多人居住在其他类似的区域。
(66)



由于被置于地理的平面上，这里所认识到的宇宙范围显然有限。这个宇宙以地中海和黑海盆地为中心，四条或更多的大河自环绕在其周围的天空或大地上的海洋流入其中。柏拉图在此引用了荷马的话，认为河水流进了“大地下面最低的深渊”，以此来解释地中海水被太阳蒸发的神奇现象。
(67)

 四条大河通常包括南方的尼罗河、西方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从大西洋流入的海水、北方的多瑙河［和/或罗讷河与波（Po）河］，还有东方的费西斯河。

Kзš和科尔基斯：埃及渊源？

由于从埃及溯尼罗河而上的土地和科尔基斯富饶的费西斯河谷是“大地”的两个端点，并且居住在那里的似乎是黑人，那么这两个地区是否会共用一个名称Kзš/Kolkhis（科尔基斯）呢？这里我要先举几个例子，它们可以表明黑海地区有可能使用了埃及地名。我已经提到了锡诺普和阿拜多斯的例子，不过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例子。

本都（Pontos）这个名字是在古典时代被用来指称黑海、安纳托利亚北部海岸和俄罗斯南部海岸的。这也是希腊表示“大海”的词语之一。传统上人们认为这个词源于印欧语词根√pent（走，道路），由此衍生出的词语就包括拉丁语pons-pontis，意为“桥梁”和我们的“道路”。下面会谈到，即使是海上的民族也会认为大海是障碍或边疆，而且在印欧语中没有其他这样使用的词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海洋不应被视为“道路”或“通道”，实际上，这非常符合连接爱琴海和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的情况。

不过，当这个词被用来指代本都（黑海）两岸的土地时，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埃及地名Pwnt似乎有一个更好的对应者。这个国家可以通过红海和印度洋的海上航行抵达，热带产品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运抵埃及。尽管没有记录可以表明这个名字曾用来指代北方的地点，但它是埃及宇宙哲学和地名学中用于指代成对地点的标准地名。在希腊和罗马的地理学中，经常同时出现的对应方位（coincidentiae oppositorum）是东方和西方，
(68)

 在下面两个有关埃塞俄比亚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点。不过在埃及，以尼罗河为轴划分出来的对应方位通常是北方和南方。几乎下埃及的每个城市在上埃及都有同名的对应城市。外界的地名有时也是一样，例如上面提到过的北方和南方的Sṯts。同样，Tз nṯr（神圣的土地）要么是从安纳托利亚延伸到东非，要么是代表另外一对南方和北方的地区。

这样，在遥远的南方和遥远的北方，似乎就很有可能存在Kзš或Pwnt，尽管它们尚未得到证实，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但是不管怎样，它们都拓展了埃及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整体模式的深度。

地名Colchis或Kolchis（科尔基斯）的词源仍然未知，有可能来自Chalk-，这在以Chalk-为词根的地名Chalkis（凯尔基斯）或Chalkidike（凯尔基戴克）中可以看出。我认为，通常指代“青铜”或“金属”的这一词根源自闪米特语词根√ḫlq（平滑，使平滑，锻造，制造）。
(69)

 由于该王国以矿产资源和冶金业著称，Colchis或许来自这个词的闪米特语形式或希腊语形式，也有可能来自西高加索地区众多语言中的某一种。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圣·杰罗姆和索福洛尼斯在公元4世纪时提到了科尔基斯是“第二个埃塞俄比亚”。因此，Kolchis这个名字也有可能是来自Kзš，也就是位于埃及南部边疆的上努比亚的埃及语名称。它的希伯来语译名是Kȗš（古什），在《圣经》的《七十士译本》中被译为Xous（克索斯）、khus（古什）或Aithiopia（埃塞俄比亚）。前面多次提到过，з在早期是作为流音r或l使用的。由于在埃及语和其他语言中š和ḫ经常互换，并且希伯来语的元音显示出有后元音o或u，因此在语音上*Kolš/ḫ与Kolchis是非常契合的。

如果接受了埃及语的词源，那么Kolchis的形式就应源于Kзš将з发成流音r或l的中王国形式，而不是保留在希伯来语名字Kȗš中的新王国的发音。因此，这在时间上指向了第十二王朝，毕竟在新王国以前只有在这一时期埃及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可能会传播到如此遥远的北方。从语义上看，努比亚和科尔基斯都出产大量黄金，气候也相似，因为Kзš在下努比亚的沙漠之外就是草木葱茏的，即使在今天，那里的降雨虽然不多，但是颇为重要。

科尔基斯和埃兰的黑人

Kзš和Colchis（科尔基斯）可能是同时存在于南方和北方的成对地名，而让这种可能性变得极其复杂的原因是，很多现代学者认为，《圣经》中的名称古什通常指代努比亚或埃塞俄比亚，但是也会用来指代另两个地区和那里的民族：阿拉伯西部的米甸人（Midianite），还有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加喜特（Kaššȗ）人，后者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
(70)



实际上，确实存在两个毫无关联的相似名称，不过它们似乎都是指黑色或黑人。因此，古什成了这些人的种族名称。这样，这个词就被用来指代迦南东南部的肤色更深的米甸人，他们就和现今阿拉伯南部地区的人一样，与索马里人和非洲东北的其他人相似。

加喜特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边缘，是个情况不明的民族。为了确定加喜特人的生活环境，我们有必要考虑埃兰自身的主要文明。埃兰人居住在苏撒拿（Susiana），也就是现今伊朗的胡泽斯坦（Khuzistan），它位于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平原。在公元前两千纪讲伊朗语的人到来以前，埃兰人也居住在伊朗高地的部分地区。
(71)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埃兰语属于更大的达罗毗荼语系。
(72)

 很多讲埃兰语的人从外表上看也可能是“南印度人”，因此比其西边的人肤色更深。他们或许是黑人或“与非洲黑人有关”。
(73)

 欣茨（Hinz）教授是埃兰研究的资深专家，他曾这样介绍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刻画波斯王大流士的埃兰卫士的釉砖浮雕：

一些护卫是白皮肤的，显然是代表波斯人，尽管身穿埃兰服装。另一群人是棕色皮肤的。还有一种人肤色很暗，几乎是黑色，他们肯定是来自内陆的埃兰人。即使今天，在胡泽斯坦仍可以见到深色皮肤的人，他们并非黑人。
(74)



在这些浮雕刻好的20年后，希罗多德描写了同一支军队，他所指的可能也是内陆高地的埃兰人：

军队中有两种埃塞俄比亚人，其中东部的埃塞俄比亚人与印度人一起服役。他们和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一样，区别只在于语言和头发：他们的头发是直的，而利比亚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头发是世界上最为卷曲的。
(75)



希罗多德明确区分了埃塞俄比亚人的直发和科尔基斯人的卷发，并强调了后者头发的卷曲程度。因此他在这里所指的几乎不可能是后者。

关于两种埃塞俄比亚人的记录早在希罗多德之前就已存在。《奥德赛》把埃塞俄比亚人描写为居住在“被一分为二的最遥远的地方，一些人居住在光神亥伯龙神（Hyperion）升起的地方，一些居住在亥伯龙神落下的地方”。
(76)

 因此就有了黑人，也就是埃塞俄比人（Aithiope，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烧焦的脸”），他们分布在从利比亚（非洲）西部到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范围内。

这两种埃塞俄比亚人是与两种古什人对应的吗？一些作者试图把名字Khuz（胡兹）——例如在Khuzistan（胡泽斯坦，埃兰）中——与Kȗš联系在一起，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并不令人信服。无论如何，在埃兰和名字古什之间是存在着关联的。希罗多德曾这样描写看着波斯帝国行省地图的米利都的阿里斯塔格拉斯（Aristagoras of Miletos）：“在更远的东方是奇西亚（Kissia），你可以看到被标注出来的恰斯佩斯（Choaspes）河，河岸边是苏撒（Susa）。”
(77)

 斯特拉博也提到了奇西亚。这个名字在当地只有一种可能的存在，那就是位于胡泽斯坦/埃兰的河流的现代名称卡什干（Kashghan）。不过，欣茨将之归结为加喜特的影响。
(78)



因此，让我们回来继续讨论加喜特人。他们在阿卡德语中被称为Kaššȗ（加苏），在努斯（Nuzi）方言中被称为Kuššȗ（库苏）。在希腊语中他们被称为Kossaioi（加赛奥伊），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专家斯派泽（E. A. Speiser）认为，这显示出词语包含与《圣经》中的Kȗš同样的后元音。不过，这些人自称为Galzu、Galdu或Galšu，也就是阿卡德语的Kaššȗ，这意味着存在着一个a。
(79)



加喜特人起源的地方位置很难确定，所能说出的只是他们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边缘的山区。
(80)

 不过，他们后来的定居地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以东的札格罗斯（Zagros）山脉，因此与埃兰接近，并且肯定处于埃兰的影响下。没有多少疑问的是，后来在埃兰地区存在加喜特人，尽管在他们的语言中几乎发现不了什么，但是其中是否有埃兰语的痕迹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对象。
(81)

 另一方面，很多埃兰人的“黑皮肤”使得加喜特人有可能也被视为黑人。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圣经》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征服者宁录（Nimrod）也应被纳入我们所考虑的语境之中。他被称为古什的一个儿子。
(82)

 爱德华·迈尔和库尔特·泽特认为宁录可能是埃及人，但是仍被视为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权威的斯派泽直接否定了他们的说法。泽特提出，这个征服者的名字来自Nibmuaria（尼卜穆阿里阿），这是已经得到证实的Nb Mзґ
 t的楔形文字形式，而Nb Mзґ
 t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一个名字，这位法老在美索不达米亚即使没有军事力量，显然也有政治力量。
(83)



我同意早期学者的观点，也就是尽管存在着东方的古什，但是我们不应轻易地否定其与非洲的联系。我也认为，赋予森乌塞特一世的头衔Nb r-ḏt（宇宙之主）具有更加有趣的词源，虽然很少有神灵能够获得这一称号，但这个体现出勃勃雄心的头衔格外适合《圣经》中描述的“大地上的强者”，以及傲然自封为神的人。
(84)



斯派泽认为Nimrod源自Tukulti-Ninurta（图库尔蒂—尼努尔塔），这种想法别出心裁，但是未免牵强，从语音上看，Nb r-ḏr当然更令人信服。
(85)

 即使抛开主要的语音困难，斯派泽的假设在语义上也有很大问题。首先，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不是加喜特人，而是把加喜特人逐出巴比伦的亚述人，第二，他的统治是在公元前13世纪，这显然过于接近《创世记》完成的时间。宁录很早就在《创世记》的故事中出现了，在《塔木德》的传说中他是“第一个”征服者，这显然意味着他是非常早的人物，其重要性可与图库尔蒂—尼努尔塔、阿蒙霍特普三世甚至加苏或加喜特的国王相比。
(86)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仅仅论证宁录是希伯来版本的色梭斯特里斯。这位伟大猎人的征服被描述为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直抵北部，这种描写实际上更符合阿卡德的萨尔贡或他的孙子纳拉姆辛而不是埃及人。因此我认为，宁录这个人物可能集早期伟大征服者的特点于一身，包括萨尔贡、纳拉姆辛和色梭斯特里斯。然而，由于阿卡德人与埃兰或加喜特人丝毫无关，因此宁录的名字和渊源似乎最有可能来自最后一种假设。

有关埃及在科尔基斯殖民的论述的总结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这一极其复杂的论述。在公元前两千纪和公元前一千纪，亚洲西南部似乎生活着两种黑人。生活在科尔基斯的黑人具有非洲人的相貌，或许还具有非洲起源，他们可能源自埃及的Kзš（埃塞俄比亚）。希腊人并没有把他们称作埃塞俄比人，但是教父可能会这样称呼他们。另一种是生活在埃兰的亚洲黑人，他们被称为埃塞俄比人。这些黑人使用了名称古什的不同形式，但他们有可能是来自附近的加喜特人，其名字似乎是通过当地的独立发展形成的。

总体上看，希罗多德、阿波罗尼奥斯和狄奥多罗斯都认为，定居在科尔基斯的是来自色梭斯特里斯军队的黑人远征军。希罗多德说，他不是在埃及，而是在科尔基斯获知这一情况的，按照他的说法，埃及人对于他们的“科尔基斯殖民地”所知甚少。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可能是基于埃及的资料。阿波罗尼奥斯的信息来源不可考，他有可能参考了希罗多德、埃及祭司和时代更早的作品。另一方面，阿波罗尼奥斯的史诗展示出了关于黑海南部海岸的丰富而准确的知识，因此他很可能与希罗多德一样，曾从科尔基斯人那里了解到早期殖民地的情况。

因此，至少在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科尔基斯当地人很可能相信他们的国家是由埃及法老创建的，这位法老或许就是色梭斯特里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是错误的，其产生原因可能是人们渴望拥有值得尊敬的文化渊源，或者更有可能是由于人们不仅希望解释科尔基斯与非洲在文化上的对应性，也希望解释一些族人为何具有黑人相貌。不过，倘若如此，人口构成本身仍然是个问题。20世纪时，伯顿在讨论阿布哈兹的黑人时概括说：

在旧大陆，这可能是位于非洲和印度洋海岸之外的唯一的黑人群体。显然他们不可能是色梭斯特里斯军队的后裔，因为第十二王朝的国王都不曾进入这一地区，但是他们的起源仍然成谜。
(87)



当然，没有证据显示科尔基斯是色梭斯特里斯远征的结果。不过，要弄清现有的证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认可科尔基斯人和希腊人的记述，接受非洲军队的确曾在公元前20世纪到达黑海东部的说法。


 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

希罗多德并未说过色梭斯特里斯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或伊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狄奥多罗斯之所以认为存在这些征服，似乎是出于埃及人想与亚历山大竞争的需要；而希罗多德写作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几乎过了一个世纪后亚历山大才出生，因此希罗多德当然不会感受到这种竞争的需要。在狄奥多罗斯的时代，“亚洲”一词的含义已经从安纳托利亚扩展到指代整个大洲。下面会讨论到的有关门农的传说在时间上更加古老，其中的确提到了在尼尼微（Nineveh）和苏撒活跃着一支埃塞俄比亚军队，但是我认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上面讨论的埃兰的“埃塞俄比亚人”来解释。不论是当时的记录还是后来的传说都没有提到埃及入侵者，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完全被埃及征服的可能性极小。

不过，这并不是说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受到埃及的影响。亚述在大约公元前19世纪初期的衰败，似乎很可能与当时阿舒尔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南部的商业网络的断裂有关。

埃及有可能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入侵伊朗，倘若真是这样，在当地就应该留有一些埃兰或美索不达米亚的记录。因此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第五章中提到的在托德发现的中亚天青石和伊朗印章视为来自安纳托利亚的亚述商人。


 关于门农及其征服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传说

在描写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时，希腊作家希罗多德、阿波罗尼奥斯和狄奥多罗斯都没有依赖自己国家的传说，而是借鉴了埃及和科尔基斯的资料。同样，人们普遍认为《色梭斯特里斯传奇》（Romance of Sesonchōsis
 ）基本上是埃及人写的。
(88)

 这不会令人感到惊奇，原因不仅在于希腊历史的断裂——尤其是公元前1150—公元前800年“黑暗时代”的断裂，更是因为根据这些作家的说法，色梭斯特里斯的征服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希腊。希罗多德就是这样认为的，狄奥多罗斯则提到了法老曾经使基克拉泽斯臣服，但那也只是发生在希腊的外围地区。
(89)



不过我认为，有一种希腊传说与征服相关。它以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属于亚洲的爱奥尼亚为中心，这并不出人意料。埃及传说认为这一地区曾经被埃及军队征服。爱奥尼亚的传说和埃及的传说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在爱奥尼亚的传说中从不曾提到色梭斯特里斯。取代他的是门农。在希罗多德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埃及和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传说之间的对立，他描写了安纳托利亚西部雕刻的“埃及人”或“埃塞俄比亚人”的形象：“一些见过这一形象的人认为它代表门农，不过这不着边际，因为色梭斯特里斯已经在其他地方清楚地留下了真相。”
(90)

 下面我会指出，门农是色梭斯特里斯的儿子阿蒙涅姆赫特二世。不过在这之前，我会先探讨一下有关他的希腊传说。

现在所知，最早提到门农的似乎是赫西俄德，他在《神谱》［（Theogony
 ）诸神创生］中写道：“厄俄斯（Eōs）与提托诺斯（Tithonos）生下了戴着黄铜头盔的埃塞俄比亚国王门农。”
(91)

 在这之前更早的传说中，门农身穿华美的盔甲去帮助特洛伊。他杀死了涅斯托耳（Nestor）之子安提罗科斯（Antilochos），但是死在了阿喀琉斯（Achilles）手下。这一概述是米利都的阿克提诺斯（Arktinos of Miletos）所著的史诗《埃塞俄皮斯》（Aithiopis
 ）的缩影。
(92)

 阿克提诺斯应该是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早期的，不过，赫西俄德与荷马显然都知道这个故事。因此，传说肯定能追溯至赫西俄德写作时的公元前10世纪甚至更早。20世纪的古典学者克拉克（Clark）和科尔森（Coulson）指出了门农之死与神话人物萨尔珀冬（Sarpedon）之死的惊人的对应性。萨尔珀冬是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的兄弟，为安纳托利亚南部王国利西亚（Lycia）的创建者，也是利西亚人和所有在特洛伊战争中前来帮助特洛伊的人的领导者，被阿喀琉斯最亲爱的同伴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os）所杀。克拉克和科尔森认为，“写出《伊利亚特》的诗人显然熟知《埃塞俄皮斯》中提到的有关安提罗科斯和门农的事件，但是决定不描写这些英雄……而是建构出有关萨尔珀冬的插曲来取代门农”
(93)

 。现代古典学者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否定了萨尔珀冬的命运源自门农的命运的说法，认为造成这种对应性的原因是二者源自同一种传说。不过他也认为，门农的神话比萨尔珀冬的神话要更加基础。
(94)



更难确定的是，后来的记录中有哪些细节属于原来的故事，哪些是后来添加进去的。不过，一些主题在公元前6世纪的图像和公元前5世纪的作品中广泛传播，并且拥有旁证，因此确实是十分古老的。在所有的传说中，门农都是厄俄斯和提托诺斯的儿子。曙光女神厄俄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Thetis）争相恳求宙斯让自己的儿子活命，以及宙斯把门农和阿喀琉斯的灵魂放在天平上称量，这些传说也都十分古老。
(95)

 佚失史诗的题名“埃塞俄皮斯”和史诗中表现的场景都显示出门农是埃塞俄比亚人，因此黑人应该是故事的主角。
(96)



另一方面，门农来自哪个“埃塞俄比亚”似乎也一直是个问题。
(97)

 他肯定是自东方来到特洛伊的，到5世纪时，希罗多德把埃兰的苏撒描写为“门农的城市”。
(98)

 数十年后，波斯帝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Ataxerxes II）自称门农，或许是想巩固自己在居住于冬季都城（苏撒）和附近地区的埃兰人中间的地位。因此，至少在那时，门农似乎已被视为埃兰的民族英雄。比利时古典学者古森斯（Goosens）也借用了斯特拉博对埃斯库罗斯佚失的戏剧《门农》的引用，戏中说门农的母亲是“苏撒人”（来自苏撒）。实际上，引文中只是说她是“奇西亚人”，尽管斯特拉博显然是相信了这点，但这也可能表示她来自古什，或者只是黑人。
(99)



古森斯认为，苏撒的传说是原初的，南方的传说要更晚一些，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斯诺登（Snowden）的追随。
(100)

 不过另一方面，与此相悖的是，门农通常被描绘成黑人，长着紧密卷曲的“非洲式”头发，在前面引用的希罗多德的记述中，他和色梭斯特里斯混淆在了一起。
(101)

 最后，对于希腊人来说，本质上的埃塞俄比亚似乎总是属于非洲的，这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例如，从锡拉岛的壁画来看，非洲黑人或许至少在公元前17世纪时就出现在爱琴海地区了。
(102)

 不过，不论哪一方面的证据都还不足，关于门农所属的埃塞俄比亚的两种不同位置的传说似乎是同样古老的。

另外，从很早开始，人们就试图调和这两种传说。尼多斯的克特西亚斯（Ktēsias of Knidos）是公元前400年前后阿尔塔薛西斯·门农的王室御医，据说这位希腊人曾写道：

图特摩斯统治亚洲时……希腊人和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普里阿摩斯，他是特罗阿德的国王和亚述国王的附属者……派出使团求助；图特摩斯派遣了一万名埃塞俄比亚人和相似数目的苏撒人，以及两百辆战车，任命提托诺斯的儿子门农为将军。
(103)



门农的父母

后来的作家对两种传说都有所依循，但是越来越多地强调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的重要性。
(104)

 不过，在继续探讨这一点以及门农的名字之前，似乎应该从这位英雄的父母出发，审视一下传说的一些神话特征。门农的母亲厄俄斯是黎明女神，因而也代表着东方。门农的父亲提托诺斯是更复杂的人物。根据荷马的记述，他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兄弟。前面提到，克特西亚斯似乎还把他与亚述王联系在了一起。
(105)

 荷马也把提托诺斯与东方联系在一起。这位诗人两次提道：“现在黎明女神从尊贵的提托诺斯身旁起身。”
(106)



不过，如果考虑门农这个名字可能存在的亚非词源，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会在第四卷中详细讨论，如果简单来说的话，它的词源似乎有两种。首先是加上族类后缀-n的闪米特词语ṭiṭ（泥），意为“泥人”或“埋在西方的死者”，希腊的杀婴巨人提提亚斯（Titias）、提堤俄斯（Tityos）和提坦（Titan）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第二种来源是Tdn/Dtn/Ddn，意为一个基点，以及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的野蛮民族。这与第一种来源的双关传统由来已久。这些闪米特—苏美尔名字似乎与在南方的努比亚和埃及以西的利比亚发现的神灵Ddwn有关。
(107)

 Ddwn膜拜与ἰmn/阿蒙膜拜存在密切关联，阿蒙又与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南部有密切联系，这些在体现出宙斯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特殊关系的希腊传说中都可以看出。
(108)



Tdn/提托诺斯可能来自除北方之外的任意方向或所有方向，由此引起的歧义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这样一种观点消解，那就是他居住在环绕着这个世界的“海洋”或溪流的岸边，我们已经看到，希腊宇宙观认为这个世界是埃塞俄比亚人的家乡。回到其与ἰmn/阿蒙/宙斯的关联上，重要的是注意到，埃及语中的ἰmn也意味着“西方”，其闪米特语同源词是√ymn，意为“右手”或“南方”。
(109)

 提托诺斯被视为东方人，具体而言是亚述人，这种身份可能源自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西部沙漠的提努（Tidnu）族人。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形象一样，提托诺斯只是来自世界边缘的人。因此，提托诺斯和他的儿子都是来自遥远的东方和南方的人。我们现在应该关注后者清晰的神话特征。

门农和奥西里斯

19世纪比较宗教学的开拓者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认为，这位传奇英雄的一方面特征是门农和迦南的Nå˂
 ǎmån（心爱的人）混合的结果，这个修饰词通常用于在希腊被称为阿多尼斯的早亡的年轻神灵，其名字来自迦南语˂
 ǎdônî（我的主人）。希腊的一种花的名称anemōnē（阿尼墨涅）或许就源自Nå˂
 ǎmån。
(110)

 不论是否存在这种谐音双关，这样的情况都非常符合门农、濒临死亡的神灵奥西里斯和狄俄尼索斯，还有其对应者阿多尼斯的征服。
(111)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有自己的早亡的丰饶之神阿提斯，对他的膜拜与对奥西里斯和阿多尼斯的膜拜极其相似。
(112)



门农的墓葬据说是在特罗阿德［安纳托利亚西北特洛伊附近的地区和叙利亚的帕尔托斯（Paltos）］，它们与被称为门农伊迪丝（Memnōides）的黑鸟联系在一起。据说，这些黑鸟是英雄的少女伴侣，她们的哀恸打动了神灵，因此神灵把她们变成了鸟。
(113)

 在自然史的层面上看，黑鸟聚集在特洛阿德的门农墓葬周围，这指的是来自中非的年度迁徙，希腊人从荷马时代开始就已对此有所了解。
(114)

 在神话层面，这与伊希斯和奈芙蒂斯的故事非常近似，她们为奥西里斯的死哀恸，最后变成了鸟。
(115)



就连门农的黑色皮肤都可以从这些膜拜中得到解释，因为奥西里斯被表现为黑人。
(116)

 同样有趣的是，虽然奥西里斯在埃及最重要的墓葬和膜拜中心位于阿拜多斯，但是特罗阿德既有门农的墓葬，也有一座被称为阿拜多斯的城市，尽管它们相距50多英里。记载中叙利亚帕尔托斯的墓葬让我们重新想到迦南语Nå˂
 ǎmån或阿多尼斯及其在希腊传说中的俊美形象。这与荷马把门农描写为特洛伊“最英俊”的人相对应。
(117)

 而且，门农与大多数希腊英雄一样，在死后获得了不朽，因此也与奥西里斯相似。

不过，并非所有与门农有关的神话都可以通过与奥西里斯的联系来解释。与奥西里斯的尸体复活的神话相反，传说门农的尸体在被焚烧之后，从烟雾中飞出了被称为门农伊迪丝的黑鸟。这可能与凤凰从灰烬中复生的故事对应，因此也就把门农与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膜拜联系在一起，对于太阳膜拜我们会在第四卷中加以讨论。同样重要的是，这里的烟和鸟都是黑色的。
(118)



这当然适合于埃塞俄比亚人，尽管黑色也是埃及民族的肤色。Kmt（黑色的土地）的意思是“埃及”，带有表示“人”的义符的kmt的意思则是埃及人。最后，奥西里斯不是唯一以其肤色为标志的埃及神灵，因为阿蒙的肤色也是黑色的。这些联系会在下面继续讨论。

天平上的英雄

在门农的传奇故事中，另一项明确的神话因素是有关赛科斯塔西亚（psychostasia）或克罗塔西亚（kērostasia）的传说，也就是称量灵魂。这明确地体现在赫克托耳（Hector）和阿喀琉斯的最后决战之中，宙斯通过称量两位英雄的灵魂的方式，来决定谁会在这场生死之战中获胜。

这时父亲（宙斯）高高举起黄金天平，在两边放进代表生死命运的砝码［kēre］，一个属于阿喀琉斯，一个属于赫克托耳；他从中间托起天平开始称量。赫克托耳这边的命定之日［aisimon ēmar］开始下沉，朝冥王哈得斯倾斜。
(119)



这个主题在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其他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荷马以其他方式提到的称量灵魂更有趣也更重要。德国学者迪特里希（Dietrich）的说法听起来是可信的，他认为，这个主题的简称表明这一概念长期存在，荷马和他的读者对此都是耳熟能详。
(120)

 德国古典学者伦格（G. E. Lung）谈及这点时则略带怀疑地提到，在迈锡尼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用金箔制成的天平。
(121)



显然，在门农和阿喀琉斯之间存在过天平上的称量
 。在萨尔珀冬之死的故事中也提到了“天平”（talanta），克拉克和科尔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萨尔珀冬之死与门农之死的密切的对应关系。
(122)

 而且，埃斯库罗斯在佚失的剧作《门农》中描写了这一场景。
(123)

 如果对门农和阿喀琉斯的称量
 仍有怀疑，图像研究也可以将之消除。有关阿喀琉斯之母忒提斯女神和门农之母厄俄斯为了自己的儿子哀求宙斯的情形，存在着很多描述，伦格找到了七幅瓶子上的彩绘，它们描绘了门农和阿喀琉斯在天平上的称量
 ，克拉尔和科尔森又添加了三幅可供证明的图画。
(124)



称量死者的灵魂，以此确定谁该得到祝福、谁该得到诅咒，这是埃及神话、文学和艺术中最普遍的意象。它与称量门农和阿喀琉斯的命运具有惊人的对应关系，直到20世纪早期还有相关的描述。神话学家奥托·格鲁普（Otto Gruppe）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对应关系，并指出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在称量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就如同赫尔墨斯的埃及对应者图特（Thoth）在埃及的场景中总是被表现为正在记录天平数值一样。
(125)

 伦格对这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观点进行了评估。“在此，形式［格鲁普的理论］是无法维持的，因为在希腊的灵魂称量中并没有发现埃及的影响，我们只能说赫尔墨斯在某种程度上与图特相似。”
(126)

 这种混乱充分表现出，在一种范式——这里是雅利安模式——缺少解释力时会发生什么。当然，在两种情形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在埃及，这种称量并非两个灵魂的竞争，而是把一个灵魂与羽毛[image: ]
 šwt的重量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如果注意到赫尔墨斯不只是图特的对应者，也是阿努比斯的对应者，而在《白日前往之书》中阿努比斯总是被表现为在查看天平，那么格鲁普的说法就可以得到强化。实际上，我相信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日后在埃及宗教和希腊宗教中的融合，就来自他们在这一重要场景中的近似的角色。
(127)

 在关于称量门农的故事中，赫尔墨斯有时被表现为扮演了阿努比斯的主要角色，也就是在生与死之间来往穿行，引导灵魂走向永生不朽。
(128)



埃及人和希腊人的灵魂

亚历山大时代对早期文本进行注释或评论的人宣称，在荷马笔下的克罗塔西亚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赛科斯塔西亚之间存在对立。19世纪的德国学者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希腊化的赘述，并简洁地论述说“Ker其实只是psyche的更古老的形式，表示的是同一事物”。
(129)

 从希腊的角度来看，这二者的确很难区分，但是亚历山大时代的注释者是在埃及进行写作的，我相信他们或许了解埃及形而上学中的差别。要深入进行了解，就必须审视这两个希腊词语的埃及词源。

希腊语的kēr有时在多利安语和伊奥利亚（Aeolic）方言中写成kār，是一个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宗教内涵的术语。它无疑具有“命运、厄运或暴亡”的含义。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荷马也用它指代了其他事物，即个人的命运或“灵魂”。根据《伊利亚特》中的一段文字，它是在一个人出生时被指派给他的，当人死去时就会与之相见。
(130)

 同样的场景也保留在古代雅典人庆祝安塞斯特里昂节（Anthesteria）的仪式中，在这个节日里死者的灵魂会重访生者，“离开吧，kēr，安塞斯特里昂节结束了”。
(131)

 因此，kēr的核心的原始意义似乎是单独的灵魂。这个词没有印欧语词源。

埃及神学的核心概念kз通常写成ka，它具有丰富的语义场。正如象形文字符号[image: ]
 代表张开的或拥抱的手臂一样，kз原本的含义似乎是存在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神与神、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父与子的意义上看，它具有表示人和风俗习惯的连续性和永恒不灭的内涵意义，尤其是在王室语境之下。似乎kз后来作为鬼魂的含义就是由此而来。即使在古王国时期，kз就已经形成了指代灵魂伴侣或人在濒死时看见的分身（doppelgänger）的含义，由此就出现了kз得到广泛使用的指称含义“命运”。
(132)



在kз和kēr之间存在语义上的完美契合，它们在语音上也存在着对应，不过不像语义上那样一致。埃及名字的一种阿卡德语译名给出了ku的发音，后来希腊语和科普特语把kз写作ke、ki或choi。
(133)

 这可能暗示着在更早时候存在*kw
 er，它会为kēr提供合理的基础，不过这只是在希腊语的圆唇软腭音分解之后，这样kār可以通过逆生构词来解释。然而，з发成流音似乎意味着有更早的借词。尽管存在这一问题和发音上的不确定性，语音上的相似性还是足以证实语义上的对等。

Psyche的埃及词源不具有同样的准确性。这是一个语言的悖论，因为同样的词语会同时被用来描写“太阳”和“阴凉”。印欧语词根skāi、skəi和ski都具有这两个意思，似乎希腊语单词skia（阴影）和同义词skotos就源自这些词根。
(134)

 后者可能来自印欧语词根，该词根带有出现在英语“shade”（阴凉）中的齿音。不过，它同样可能来自具有相同含义的埃及语单词šw(y)t。埃及语词根šw与其印欧语对应者具有同样的模糊性：šw，[image: ]
 ，意为“太阳和太阳光”以及“被晒干”；šw，[image: ]
 （阳伞，庇护所）；šw(t)，[image: ]
 （空的）。尤其与我们有关的是šwyt，[image: ]
 ，或šwt，[image: ]
 （阴影，阴凉），和šw(y)t，[image: ]
 （作为人性的一部分的灵魂，神灵）。

埃及语单词šw加上阳性冠词pз，可能就是希腊词语psychē的来源。在psychē和pз šw(t)之间存在完美的语义对应。而且，语音上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像表现出来的那样难以解释。在公元前两千纪晚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阳性定冠词pз替换阴性定冠词tз。比如说，中期埃及语的“中性”抽象词如ḏwt（邪恶）等在晚期埃及语中变成了“阳性”词。
(135)

 如果pз šw(t)中的š保留了龈腭音的特性，所形成的语音在希腊语的表述中就是几乎不能发音的*pschy。于是，似乎可以合理地为psych假定一个音位转换。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个词源的是一组单词psychros、psychos和psychō，它们与šw的语义范围相同，意思都是“阴凉的，冷的，没有生命的，空的”。后来，psychō在使用中甚至具有了“通风”和“干燥”的意思，因此指向了这个埃及词语的另一个矛盾的含义。
(136)



如果这些词源无误，那么kēr和psychē就代表了kз和šw(t)，即人格的两种不同灵魂或特征。加德纳等埃及学家认为，埃及人把灵魂分成了两种，这是错误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构想这种概念的方式比我们更实在也更具个人色彩”，其次，以ka为例，它“仍然是模糊的、界定错误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被以不同方式看待”。
(137)

 因此，这些非欧洲人可能一如既往地在两个方向上都犯了错误。不过实际上，一个人认为是模糊混乱的内容，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会是精妙的形而上学或神学。因此我认为，埃及祭司肯定是认真地区分开了这两种形式。而另一方面，这种区分对于普通人和希腊人等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外国人来说，很可能是无法理解的。

借词的语音似乎证实了伦格所辨识出的模式，原因不仅在于kēr是更古老的形式。如上所述，з的流音性质在新王国早期就消失了。因此，尽管可能仍然有古语意识的存在，但是来自埃及语的借词可能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以前。由于在竖井墓中发现了用于丧葬的天平，因此，希腊人很可能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就知道称量灵魂一事，而克罗塔西亚一词可能那时就已经存在。我在第一卷中提出，埃斯库罗斯既拥有丰富的、时间相对较晚近的埃及资料来源，也能掌握到古老的埃及资料。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用赛科斯塔西亚替换了荷马所使用的词语。
(138)

 使用以psycho为基础的词语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在埃及的称量行为中，与死者的灵魂进行比较的是羽毛šw，[image: ]
 。

门农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的联系

上述门农传说与埃及的神话和词语的复杂的对应模式尽管具有启发性，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传说的具体细节。如果希腊文化在整体上都受到了埃及的影响，如同我在整部作品中所声明的一样，那么情况就尤其如此。能够让我们最有效地获取历史洞察力的传说并不是民间故事或神话主题，而是地理特性和专有名词。如果存在可供校验的历史参照，这道理就更是显而易见，例如威尔士的《马比诺吉昂》（Mabinogion
 ）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
 ），里面英雄的名字就与已知的历史人物一致。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门农的“埃塞俄比亚”起源。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他与安纳托利亚西北，尤其是与特罗阿德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提到了门农和特洛伊的关系，他的“墓葬”就在特洛伊以东大约70英里的地方。帕萨尼亚斯写过一段关于用青铜制造的古代武器的耐人寻味的话，其中写道，“在尼科米底亚（Nikomedea）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神庙［门农“墓葬”以东80英里］存放有门农之剑，剑刃、矛头和整把剑都是用青铜制造的”。
(139)

 这意味着武器非常古老。但是，正如人们都知道的那样，遗迹不可完全信赖，这些武器实际上不太可能是门农时代武器的历史原型。而且，如果门农与色梭斯特里斯的远征相对应，正如我试图论证的那样，那么在公元前20世纪即使有刀剑，也是少之又少。

帕萨尼亚斯还在另一处记录说，“弗里吉亚人仍然指向他所选的那条路，他［从苏撒］挑选了穿过这个国家的近路。道路时有中断”。
(140)

 这符合希罗多德关于吕底亚以及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直到特罗阿德南部的当地人的记录，他们相信，希罗多德认为属于色梭斯特里斯的那些雕像实际上是属于门农的。
(141)

 总之，门农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具有重要的联系。

门农的埃及身份

修筑在底比斯的河对岸的ἰmn ḥtp III巨像也被希腊人称为门农像。现代学者称ἰmn ḥtp III为阿蒙霍特普三世，曼涅托则称之为阿蒙诺菲斯。
(142)

 这一石像在罗马时代以黎明时会发出奇怪的声音而著称——这符合曙光女神厄俄斯之子的身份。
(143)

 人们并不知道这种声音最初是在何时被听到的，但是它有可能影响了人们对门农母亲的确定，并加强了门农和东方的联系。我在前面提到过，即使门农的身份是埃及人，这位英雄也是与提托诺斯有关联的。巨像上的众多希腊涂鸦之一称巨像为“提托诺斯或阿蒙诺斯的儿子门农”。这一描述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在另一处铭文中表现得更为直接，该铭文称巨像为“门农或法莫诺斯”。
(144)

 这种互用似乎标示着混乱的源头。不过，很多希腊旅行者似乎更清楚这一巨像代表什么。Amenoth（阿蒙诺斯）、Phamenoth（法莫诺斯）和Phamenoph（法莫诺普）似乎都是(pз) ἰmn ḥtp，也就是Amenōphis（阿蒙诺菲斯）的合理译名。诸如Phamenos等形式似乎是大幅简化的结果，或者只是pз ἰmn，“阿蒙”。帕萨尼亚斯这样总结了相关的观点：

在埃及的底比斯，在你可以渡过尼罗河前往“芦苇海”（Reeds）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座鸣响的雕塑，雕刻的是一位坐着的人。大多数人称其为门农，他进入埃及，一直到达了埃塞俄比亚之外的苏撒。不过，底比斯人说这不是门农像，而是生活在他们那里的法莫诺斯的雕像。我也曾听到有人称之为色梭斯特里斯。
(145)



埃塞俄比亚国王进入埃及并前进到苏撒，这一意象似乎是基于征服了埃及的埃塞俄比亚人沙巴卡（Shabaka，公元前716年—公元前695年）和塔哈尔卡（Taharḳa，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64年）。这些记述当然来自赫西俄德、荷马和阿克提诺斯，因此不可能是他们的门农形成的灵感来源。

这座雕像名为门农像，我们该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呢？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认为，希腊英雄的名字与当地的名字发生了混淆。依循雅利安模式从事研究的人也不会考虑到，这一名字本身可能来自埃及。

古森斯认为，与门农相混淆的是埃兰神灵，这一神灵的名字是胡姆班（Humban）或乌曼（Umman），也有可能是安曼（Amman）。
(146)

 加德纳认为雕像的名字源自Memnonion（门农的纪念建筑），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用这个词来表示前面立有两座巨像的祭庙，其中之一就是“门农”像。根据加德纳的说法，产生这种混淆的原因是，阿蒙诺菲斯三世名字的第一部分，也就是Nb mзґ
 t Rґ
 ——前面提到过这个名字与宁录有关——在青铜时代晚期写作Nibmuaria或Nimmuria。底比斯的门农纪念建筑的名字Memnonion受到了阿拜多斯的庙宇群的影响，希腊人用同样的名字称呼那些庙宇。修建该建筑的并非是阿蒙诺菲斯，而是第十九王朝的法老塞提（Sethos）一世，在埃及语中，塞提名字的第一部分Mn mзґ
 t Rґ
 出现在惯用语tз ḥwt Mn mзґt Rґ ἰb ḥr m зbdw（Mn mзґ
 t Rґ
 的处所，阿拜多斯的满足的心）之中。
(147)

 从语音上看，名字Memnōn或Memnonion与Nimmuria明显不像是会被混淆的，尽管该名字与Mnmзґ
 t Rґ
 似乎有混淆的可能。

在我看来，斯特拉博提供了一条线索，但是这条线索并不是在解释与这位希腊英雄错误地混淆的埃及名字Amenhotep，而是解释了Memnōn这个名字本身。斯特拉博写道，由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修建的位于法尤姆El Lâhȗn的迷宫——这在第四章中已有所讨论——可能是一座门农的纪念建筑（Memnonium），因为埃及人说埃斯曼德斯（Ismandēs）是门农。斯特拉博在更早的时候写道，埃斯曼德斯就埋葬在这座迷宫里。
(148)

 因此，尽管一些埃及人似乎不赞同将门农的名字用在阿蒙诺菲斯的雕像上，但是其他人却将之等同于阿蒙涅姆赫特。ἰmn m ḥt/Amenemḥe/Ammenemēs比ἰmn ḥtp/Amenḥotep/Amenōphis更有可能是Memnōn的来源。实际上，ἰmn m ḥt和Memnōn之间语音上的配合关系比Sesōstris和Sesoōsis的要更合理。不过，如果曼涅托难以区分出不同的ἰmn m ḥt（参考第五章），那么对于在某个特定时间所提到的究竟是哪一个ἰmn m ḥt/Ammenemēs，试图遵循埃及资料来源的希腊人当然同样不清楚，甚至比曼涅托还不清楚。
(149)

 但是，希腊传说中的门农的身份最有可能是色梭斯特里斯的儿子、继承人、共同摄政者和共同出征的同伴——ἰmn m ḥt/阿蒙涅姆赫特二世。

尽管容易被指责为循环论述，但是这似乎足以提供一个基础并由此推定一系列事件，而有关门农的神话就围绕着这些事件形成并得到发展。

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如果有一支大部分成员为黑人的埃及军队，在一名黑人王子——前面已经提到了第十二王朝的法老来自遥远的南方——的率领下从东向西穿过安纳托利亚，这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呢？人们会记住他的强大力量和华丽装束。他被视为厄俄斯之子，这可能是因为他来自东方。他的肤色是黑色，这可以解释他与苏撒人（埃兰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联系，或许也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认为他的父亲是提托诺斯，因为提托诺斯同样来自东方和南方。他与奥西里斯对应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黑人和埃及人，以及（前面提到的）阿提斯膜拜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也可能如上所述，因为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征服世界的神话或许是由第十二王朝法老的战役激发产生，或者至少是受到了战役的影响。
(150)

 门农与阿喀琉斯的战斗似乎是不同时期的英雄的配对。这在许多神话中都是常见现象，尤其是在希腊，比如说，伊阿宋的阿尔戈号的船员并不属于同一年代，围攻特洛伊的英雄也是年代不一，就如同前面提到的萨尔珀冬的情况。
(151)



前面提到了世界征服者色梭斯特里斯/森乌塞特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们的传奇故事，《色梭斯特里斯传奇》对于最早的《亚历山大传奇》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152)

 在亚历山大去世两千多年后的公元前323年，整个欧亚大陆都流传着亚历山大的传奇故事。这提供了很好的有关对应的范例，我们可以由此假定，奇妙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在流行层面上以复杂多样的形式广为传播，是基于征服四方的统治者的真实成就。
(153)

 实际上，在公元前的最后两千年里的文化连续性，要比公元后的一千年里更加普遍和稳定，因此色梭斯特里斯和门农的故事似乎很可能会从公元前20世纪青铜时代中期开始时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0世纪，并进入此时的希腊传说当中。

总之，我想说明的是，我相信，如果仅仅根据关于传奇人物门农的零散传说就认为埃及人曾经远征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这是荒谬的。但是，由于存在其他资料可以证明第十二王朝在安纳托利亚进行过军事行动，这些传说似乎就沿着这个方向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简单地说，门农的传说提供了一根支柱，尽管它无法独立存在，但是可以为整体结构提供支撑的力量。


 公元前1900年左右埃及人对特洛伊的征服

希腊传说清晰地显示，尽管门农具有强大的力量，最终还是在特洛伊被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所杀。不过，我们应该考虑到埃及人占据特洛伊城市的可能性。特洛伊V的结束和特洛伊VI的开始无疑就是在这一时期（这些数字指的是在特洛伊这一地点出现过的不同城市）。特洛伊V并未被火焚毁，但是梅拉特认为，那里发生的文化上的根本性转变应该被视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一系列毁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些离特洛伊非常近的地方，如前所述，他认为造成这些变化的是来自东方的入侵者。
(154)



从米特·拉辛纳碑文中，我们看到色梭斯特里斯和阿蒙涅姆赫特摧毁了——bз，一个不一定涉及焚烧的单词——一座叫ἰwзἰ的城市。这可能是名称Wзἰwry的更早的形式，一些学者认为Wзἰwry与(W)ilios（特洛伊）相同。
(155)



还可以加入三个细微的证据。首先是来自埃及的特洛伊囚徒的记录。不过，就如泽特和加德纳指出的，这些可能是与埃及地名Tз R-зwy双关的结果，该地名当时与特洛伊等同，位于开罗上游10公里的地方，今天那里被称为图拉（Ṭurah）。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埃及，存在着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的奴隶。
(156)



其次，荷马和后来的作家都记录说，赫拉克勒斯在那次著名的围城之前占领了特洛伊。如同罗伯特·格雷夫斯所指出的，如果这具有历史基础，那么所指的肯定是特洛伊V的陷落。荷马笔下所描绘的赫拉克勒斯显然是希腊人，所有的记录都指出他自海上而来。
(157)

 不过，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到的，希腊的赫拉克勒斯是许多不同来源的结合体。尽管他是与太阳相关的征服者，征程由东向西，与自西向东进行征服的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有所不同，但是在二者之间存在可以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对应关系，由此也将之与色梭斯特里斯/门农联系起来。我在第二章中还指出，赫拉克勒斯有时被视为来自埃及底比斯的埃及人。
(158)

 希罗多德显然这样认为，他把赫拉克勒斯描述为埃及的“十二神灵”之一。
(159)

 狄奥多罗斯也写道：

根据神话，最古老的赫拉克勒斯生于埃及，以武力征服了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利比亚竖立起赫拉克勒斯之柱。
(160)



一些记录甚至暗示他是黑人。
(161)

 再加上前面讨论过的Ḥry š.f/赫拉克勒斯与“攻击之神”和色梭斯特里斯之间的联系，这进一步暗示着中王国时期出征的法老非常可能在建构神话人物赫拉克勒斯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62)



关于埃及人征服特洛伊的第三种假设更加牵强。这来自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对科尔基斯人的声明的记述：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某位国王从这个国家出发，在强大而忠诚的军队的支持下穿过了整个欧洲和亚洲，沿途建立起很多城市。一些城市得以留存，一些则在岁月里湮没，但是埃亚城至今仍然矗立在那里，其居民的祖先就是当年应国王之命定居于此的人们。
(163)



如果我们将这段话视为严肃的历史记述，那么从公元前1900年左右到公元前14世纪延续了五百多年的繁荣的特洛伊VI是否就是这些城市之一呢？这些非常模糊的信息片段本身作为历史依据是完全无用的，不过，在表现第十二王朝对安纳托利亚的影响的整体语境中，它们的确提供了一些外围的证据。


 色梭斯特里斯/森乌塞特和阿蒙涅姆赫特的征服：证据的小结

我们在这章和之前各章所看到的证据，承载着希腊和埃及作家记录中的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在北方进行征服的各种资料所能提供的新信息，我现在想试着将这些证据拼凑起来。米特·拉辛纳碑文描述了森乌塞特一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远至叙利亚以外地区的出征，这促使希罗多德和后来的作家声称他们笔下的色梭斯特里斯——即森乌塞特一世——曾经征服“亚洲”。在努比亚发现的堡垒和军事布防的考古证据显示，第十二王朝的军队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远征。在安纳托利亚发生了一系列的毁灭，并出现了属于该时期的来自埃及的物品，这些都是合理的证据。在埃及南部的托德也发现了一处献给蒙特的宝藏，其中包括有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物品，而蒙特是与亚洲有特殊联系的征战之神。

图像学证据可以支持到达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军事远征的存在，它们显示出，在这一时期之后不久出现了与埃及法老相似的攻击之神。当地和希腊的传说都描写了黑人王子门农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穿过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情形。这些可能代表着民间对森乌塞特之子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记忆，在米特·拉辛纳碑文的描述中，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在远征异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如果认为“亚洲”意味着安纳托利亚——就像荷马有时似乎表述出的那样——我们就很有理由相信希腊作家所说的色梭斯特里斯曾经穿过了“亚洲”。

关于在欧洲的远征的可靠证据更少。不过，远征军征服色雷斯似乎是可信的，因为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范围广泛、长期持续的毁灭，这也正是森乌塞特的战役最有可能在此发生的时期。埃及—希腊人声称这支军队穿过了塞西亚，也就是现代的俄罗斯南部，对此没有什么考古学或传说的证据可以予以支持。但是在这样一个游牧国家，可见的破坏痕迹似乎会更少，传说也更难保存下来。与此不同的是，希腊作家记录说，在科尔基斯，在苏联的格鲁吉亚，当地的传说一直认为这个国家是由色梭斯特里斯的军队创建的，而从很久以前就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黑人中的一部分极有可能是这支军队成员的后裔。

在据称为森乌塞特远征的时期，高加索的其他地区似乎遭到了毁灭。那里冶金业高度发达的古老地区遭到了破坏，高加索的冶金工人显然向受到埃及影响的黎凡特的城市中迁徙，这似乎是支持发生过远征的进一步的证据。这与米特·拉辛纳碑文和其他埃及文本的记述相符，也与希腊作家的记述相符。在这些记述中，森乌塞特一世就像他的名字s-n Wsrt一样，送回或带回了规模空前的战利品，尤其是金属和奴隶。这样的模式不仅可以解释发生在高加索地区的远征，也可以解释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色雷斯进行的远征。所有这些地区都富含金属矿藏，其中很多地方都拥有非常发达的冶金业。因此，森乌塞特和阿蒙涅姆赫特应该会利用埃及的军事力量、有效的国家机构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来夺取政治上集权程度较低的社会的优良技术。在这方面他们似乎是成功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安纳托利亚的发展停滞了，但是黎凡特和埃及的冶金业都得到了蓬勃发展，而它们至少在部分上是以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的工艺为基础的，比如，这一时期埃及的饰物就深受来自东方的影响。艺术史学家西里尔·奥尔德雷德（Cyril Aldred）写道：“由于埃及和亚洲在第十二王朝时期更紧密的接触，移民很可能带来了新的技术，这些技术被当地金匠所采用。”
(164)



在诸多方面，只有在这一时期，埃及才完全从石器时代进入了普遍使用金属作为原材料的社会。同样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亚述人对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贸易垄断被打破了，受埃及统治的叙利亚与安纳托利亚中部建立了商业联系。这些可能是埃及远征有意或无意造成的结果。

前面提到的寻找贵金属和宝石的行动同样可以解释埃及与巴尔干地区的接触。
(165)

 穿过俄罗斯南部的远征似乎不那么容易解释。或许是因为埃及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战利品。更有可能的是，就像亚历山大一样，他们的征程超出了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正常范围，而他们的成功催生了一种高傲的精神——埃及—希腊的说法称之为hybris，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人们进行探险并绕过黑海，抵达了容易获取利益的高加索。
(166)

 因此，希罗多德所描写的战役，或者狄奥多罗斯所认为的持续了九年的战争，从战略上看这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信的。

思想成熟后的吉本对其不去研究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明确表述是，“我不再敢把希腊、犹太和埃及的古代联系起来，它们已经消失在遥远的云端了”。
(167)

 自从18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学和考古学领域的进展至少部分地吹散了这片积云。不过，我们仍然要面对吉本内心深处的想法，而后来的北方学者们当然也和吉本持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在思想意识上拒绝相信“文明的”非洲人曾胜利进军，不仅穿过了亚洲西南部地区，而且穿过了“野蛮的”欧洲地区。在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难以想象关于非洲人的传说具有任何真实性。现在到了该重新评估这些观点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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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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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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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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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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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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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Ili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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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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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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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Robertson-Smith（1894, p. 507）.关于这些神灵与春天花朵的联系，参考第三卷关于Hyakinthos的内容。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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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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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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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 Servius on Aen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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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马描述道，“疾飞的鹳鹤，试图逃避冬日的狂风和不止的骤雨，它们发出冲天的喧喊，尖叫着展翅飞向洋流，给俾格米人送去流血和毁灭”（Ili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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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Lung（1912, pp. 13-19）; Clark and Coulson（1978, pp. 70-1）.


(125)
  Gruppe（1906, Ⅱ, p. 681, n. 7）.


(126)
  Lung（1912, p. 2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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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Clark and Coulson（1978, p. 71）.


(129)
  Lung（1912, p. 1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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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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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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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参考本章注释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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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本书第五章注释51
 和本章注释12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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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 Fox（1980, pp. 38-46，第一章参考文献）。


(154)
  参考本书第五章注释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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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5)
  参考本书第五章注释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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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6)
  Strabo, XVⅡ. 1.34；Diodoros, I.56. 4.见Gardiner（1947, Ⅱ, pp. 126-7）。


(157)
  Iliad
 , V. 640-5；Diodoros, Ⅳ. 32；Apollodoros, Ⅱ. 6.4.其他古老的资料见Frazer（1921, I, pp. 244-5）和Graves（1955, Ⅱ, p. 174）。


(158)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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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9)
  Herodotos, Ⅱ. 42-5.有关埃及人不曾建立十二神灵的膜拜体系的观点，以及对这一段落表示怀疑的分析，见Lloyd（1976, p. 202）。


(160)
  Diodoros, Ⅲ, 74.3, trans. Oldfather（1935, p. 331）.


(161)
  Servius on Aeneid
 , V.30；Tzetzes on Lykophron 472；Hyginus Fabula 89.关于他是非洲黑人的图像，见著名的卡西里装饰瓶上（Caeretan hydria）描绘他攻打国王布西里斯（Busiris）的画面。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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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见本章注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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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Aldred（1971, p. 113）.


(165)
  见本书第五章注释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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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Hybris用印欧语无法解释，尽管Szemerényi（1974a, p. 154）认为它来自未证实的赫梯—卢维语形式*Hu(wa)ppar。我认为，似乎有理由将这个词归于得到证实的埃及词语wr ἰb，它字面上的含义是“伟大的心”，但是也具有“粗鲁傲慢”的含义。这让我们想到关于青蛙和牛的伊索语言。希腊语最初的送气音是自动的，带有字母Y（upsilon）。


(167)
  Gibbon（1794, p. 137），以及第一卷，第185页。




 第七章　锡拉火山爆发造成的影响：从爱琴海到中国

这一章主要关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发生在锡拉岛，即圣托里尼岛（Santorini）的火山爆发。首先要谈的是，我想将锡拉火山此次大规模喷发的时间由公元前1450年或公元前1500年更改为公元前1628年。这样的调整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社会学知识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重要的。围绕着此次火山喷发时间的重新界定存在着诸多争论，这些争论可以很好地说明，持有传统学术观点的人在面对大量的反面证据时是多么顽固。这些反面证据是由一些圈外学者从独立的资料来源处获得的，他们并不想惹是生非，通常也不愿去打破原有的学术体系。接受这些新证据的过程极其缓慢，这也可以证明，学者们常常会一致支持传授给他们的传统体系，他们自己的假设都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他们苛求质疑者拿出确凿证据，却从不曾反思自己的理论基础是否无可指摘。实际上，在有关锡拉火山喷发时间的问题上，很多学者奉行的观点都是极端不足信的。

重新界定锡拉火山喷发的年份，对于建立起公元前两千纪中期整个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精确年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们要把这次火山喷发的时间纳入基于这一时期陶器型式的陶器分期中。这样，所有的时间就都必须提早很多年。

虽然有关锡拉火山大规模喷发的史料记载出人意料地匮乏，但是不少传说似乎都涉及了这一事件。在这一章里我将主要探讨最可信的两个传说，一是《出埃及记》中的有关内容，一是柏拉图讲述的亚特兰蒂斯神话。关于亚特兰蒂斯神话，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发生在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的希克索斯人入侵和锡拉火山爆发，或许被人们与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的两大事件混为一谈了，那两大事件就是海洋民族的入侵和公元前1159年冰岛海克拉火山的第三次大规模喷发。这两组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将近500年，在它们的影响下，人们对历史发展的模式似乎形成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也正是柏拉图认为埃及祭司们所信奉的。根据这种模式，历史的发展曾经因为灾难而中断，这些灾难不仅毁灭了除埃及之外的所有文明，也清除了埃及之外所有国家的历史记忆，而埃及得益于尼罗河生生不息、亘古不变的力量，因此才幸存下来。

这一章随后将探讨的是，中国的传统可能也受到了这两组世界性事件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的“天命观”（Mandate of Heaven）就是在这两次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它认为，上天会剥夺一个朝代的统治权力，将之赋予另一个朝代，朝代的变更会通过离奇的自然现象昭示出来。这种有关长期历史循环的观念对于中国的朝代更迭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直至今日，“天命观”仍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因为中国与印度、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具有革命的内在传统，也就是“拿走天的授权”。


 关于锡拉火山爆发时间的争议

锡拉岛又称圣托里尼岛，位于克里特岛北部70英里，风光壮美。现今，如果乘船穿过锡拉岛的参差边缘，就会进入一座巨大火山的火山口，里面仍然在沸腾冒泡，一些小岛仍是烟雾缭绕。这里最初是一座大山，但是在公元前两千纪的某个时候发生了火山喷发。

此次火山喷发规模巨大，超过了苏门答腊（Sumatra）岛与爪哇（Java）岛之间的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在1883年的喷发。在喀拉喀托火山的那次喷发中，连120多英里外的巴达维亚［（Batavia）现雅加达］的窗户都被震碎了。火山爆发还引发了海啸，淹死了锡兰［（Ceylon）现斯里兰卡］的一些居民；在随后几年间，火山向大气层释放的大量火山灰造就了辉煌壮观的日落景象，据称，这种日落景象影响了现代印象派艺术的发展，这种说法倒也不无道理。更为重要的是，喀拉喀托火山喷发导致全球气温下降，就连美国西部的气温都连续几个月下降了2°至4°。
(1)

 同样，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已经证明，锡拉火山的爆发非常猛烈，向大气层释放了大量火山灰，并很可能导致了海水涌上陆地，灌入了火山口，从而引发了海啸或滔天巨浪。
(2)



直到1988年，对于锡拉火山喷发的时间一直存在相当大的争议。1939年，后来在希腊考古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展示出了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即弥诺斯文明在公元前1450年的此次火山爆发中覆灭，迈锡尼人借机占领了该地区。埃及方面的证据表明，公元前15世纪中叶，“迈锡尼人”取代“弥诺斯人”成为克里特岛的霸主，因而马瑞纳托斯认为，锡拉火山爆发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
(3)

 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才得以检验自己的猜想。在充足资金和先进设备的支持下，他开始挖掘锡拉岛南部斜坡上的阿克罗蒂里遗址，因为他相信这里的发掘条件是最理想的。

挖掘结果令人惊喜：仅仅几个小时后，考古学家们就在火山灰和熔岩下发现了一座城址。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挖掘并保护了十几座建筑物，尽管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和考古学家们的诸多顾虑，他们没有进一步挖掘范围显然更大的遗址。
(4)

 遗址的挖掘引起了巨大轰动，使马瑞纳托斯声名大振，再加上他颇有才华，富于想象，善于结交希腊政要，而且他的观点在整体上令人信服，因此多年里一直不曾受到质疑。

然而，几乎从着手挖掘的那一刻起，马瑞纳托斯在确定年代时就遇到了重重困难。首先，从阿克罗蒂里遗址挖掘出的罐子都来自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的陶器时期或更早。当时人们认为，下一个陶器时期，也就是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B，是在公元前1500年开始的，因而锡拉火山爆发就必然发生在这一时间之前，两者取中间值，火山爆发的时间就被定为公元前155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如果接受更早的时间，就彻底推翻了马瑞纳托斯最初假设的前提，即锡拉火山爆发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并颠覆了弥诺斯文明。然而这并未引起足够注意。

退休商人利昂·波默朗斯（Leon Pomerance）多年以来一直反对锡拉火山在公元前15世纪喷发的说法，他的反对基于三种理由。第一，锡拉火山爆发为《出埃及记》中描写的种种迹象和征兆提供了历史解释，包括“冰雹和大火交织”“黑暗触手可及”“日间烟柱”“夜间火柱”，以及大海一分为二，巨浪席卷而来。这情形如同海啸。人们普遍认为《出埃及记》有坚实的历史依据，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密切相关。由于这些可以将出埃及这一事件追溯为公元前13世纪或公元前12世纪，因而波默朗斯认为锡拉火山爆发必然是在这一时期。
(5)



波默朗斯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公元前15世纪埃及举国繁荣，丝毫没有显示出在火山大规模喷发这种巨大灾难后会出现的历史断层；反而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12世纪初埃及出现了历史断层。它标志着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分水岭，这也正是大灾后会出现的历史断裂。波默朗斯反对锡拉火山爆发于公元前15世纪的第三个理由是，这一时期不仅保存有大量的埃及史料，也留下了关于埃及与克里特岛的关系的详细信息。波默朗斯认为，锡拉火山喷出的火山灰必然要降落到埃及，引发的海啸也肯定会登陆地势较低的埃及三角洲并在那里造成巨大灾难。他相信，即使没有受到这些灾难的波及，埃及人也肯定会注意到发生在爱琴海的这一浩劫并留下相关的记录。
(6)



波默朗斯并非专业人士，其理论也与正统观点大相径庭，但是对他不利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首先是他的犹太人身份，其次是他把爱琴海的火山爆发与《圣经》联系到了一起。在其反对者看来，这就产生了两种让人不快的结合：一是宗教神话与“科学的”考古学的结合，一是希腊人与黎凡特人的结合——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要破除关于后者的禁忌。面对这些障碍，波默朗斯的主张饱受冷落是不足为奇的，令人称奇的反而是，他的观点竟然得到了零星的关注。波默朗斯的聪明才智、坚定意志和雄厚财力让他争取到了表达观点的机会，不过他只是被置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1977年他参加了第二届锡拉岛国际会议，但他的演讲被安排在清早，那时几乎无人出席，他的论文也被重重压在了其他会议论文下面。
(7)



尽管如此，波默朗斯的一些观点还是受到了欢迎。现在人们普遍承认锡拉岛产生的海啸袭击了科斯（Kos）岛、罗得岛、塞浦路斯、叙利亚、以色列，而且很可能也袭击了下埃及地区。
(8)

 另外，锡拉岛的火山灰无疑也降落在了尼罗河三角洲。正如沉积学家丹尼尔·斯坦利（Daniel Stanley）和哈里森·盛（Harrison Sheng）在研究这方面的证据后得出的结论那样：

圣托里尼岛的火山灰出现在以上这些地区，为在多部早期文献中都有记载的一种重要自然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有力的非考古学证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埃及记》中记载的“黑暗之灾”（“黑暗可能笼罩埃及的大地，黑暗甚至……”《出埃及记》10：21）。
(9)



除了将锡拉火山爆发与《圣经》中的记载联系起来，新的研究还展现了这次火山爆发对埃及的影响，从而支持了波默朗斯的一个观点：公元前15世纪保留下来的埃及文字材料相对较为丰富，但无一提及可能发生过的这场大灾难，这实在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在有个问题上波默朗斯的确出了错，他太过一板一眼地逐字解读《出埃及记》，因而接受了出埃及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的说法（《出埃及记》的史实性将在后文予以讨论）。然而无论如何，波默朗斯认为此次火山爆发发生在公元前15世纪之后，而非缺乏依据的公元前15世纪之前。

放射性碳引发的质疑

就在波默朗斯推介他的假说时，出现了支持锡拉火山在更早的时间喷发的力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菲利普·贝当古（Philip Betancourt）以及其他学者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从紧邻火山喷发层的下方提取出的很多短寿命的放射性碳样本表明，此次火山爆发发生在公元前17世纪。
(10)



只有短寿命的样本才能用于精确定年，这是因为，生命体一旦死亡，其中的碳14就会开始衰变（对于树心来讲就是在那一圈年轮死亡之后）。然而，树木可能在“死亡”几百年后才被砍伐用来造房，树心才会变成木梁；之后可能又要经过更长的一段时间，房屋才会倒塌。因而，与房屋倒塌同一时期断落的树枝和橄榄核中的碳才是更为精确的测年样本。

不过，那些短寿命的碳放射样本显示火山在公元前17世纪爆发，这确实给传统观点造成了致命一击。瑞典的爱琴海考古学家阿斯特罗姆于1978年写道：

属于锡拉岛覆灭或稍早时期的七份短寿命的样本，它们修正的碳14年代平均值为公元前1688±57。这些结果显然荒唐可笑，因为其他证据表明此次火山爆发是在公元前15世纪上半叶（我认为是公元前1475年左右），这已经是广泛共识了。
(11)



同年，英国考古学家杰拉尔德·卡多根（Gerald Cadogan）撰写了题为《无需放射性碳的爱琴海青铜时代年代测定》（“Dating the Aegean Bronze Age without Radiocarbon”）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既然利用放射性碳技术测定的年代明显有错，考古学家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忽视这种方法得出的年代。
(12)

 另一些学者对此则持更为开明的态度。1980年，埃及学家巴里·肯普和地中海考古学家詹姆斯·梅里利斯依据埃及和爱琴海的对照性历史年表与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提出锡拉火山爆发应该在公元前1600/1575年，“甚至更早”。
(13)

 有趣的是，1979年爱琴海考古学家彼得·沃伦提议将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的陶器时期（锡拉火山爆发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起始年代从公元前1550年提早到公元前1600年，依据是其在这一时期与黎凡特陶器的共时性特征。因而，尽管他当时仍然拒绝考虑依据放射性碳测年结果重新判定锡拉火山爆发的年代，但是几乎默认了后来基于树木年代学而提出的公元前1628年这一时间。
(14)



1980年，把火山喷发确定为较晚时间的另一个缺陷也被揭示出来。那时，希腊考古学家玛沙里（M. Marthari）指出，锡拉火山喷发层出土的陶罐与希腊大陆青铜时代中期的传统器型十分相似。
(15)

 《剑桥古代史》认为青铜时代中期于公元前1600年结束，但是如北欧和美国学者一贯的那样，他们对这一希腊学术专著关注甚少。

不论如何，正统的观点仍然根深蒂固。发表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学者们从一开始就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结论与传统观点之间存在巨大分歧。贝当古之后曾写道，1978年他就已经“毫无保留地同意爱琴海青铜时代晚期的精准年表已经建立”。
(16)

 他的两位同事迈克尔（H. N. Michael）和盖尔·温斯坦（Gail Weinstein）试图用火山喷出的气体导致失真来解释其发现，尽管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的样本都能由此得到解释。
(17)

 他们同时强调所得出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是分散的，因而并不可靠。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十分谨慎保守：

至多可以说，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暗示可能存在更早的年代。然而这两派所认为的锡拉火山爆发时间都存在一些问题。不论用什么方式解释，我们都必须小心谨慎，将这些有关锡拉岛的年代用于编年时更是如此。
(18)



由于这些学者犹豫迟疑，加上传统观点的捍卫者坚决反对，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引发的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似乎已被压制下去。然而，肯普和梅里利斯的反对声音尚未平息，另一个领域的证据也揭示出了传统观点的漏洞，那就是树木年代学。

树木年代学的证据

在20世纪60、70年代，树木年代学已经有了迅猛的发展。树木年代学主要通过计算及测量树木的年轮，将不同树木上的相同序列的年轮相匹配，来建立大范围地理区域内的年代学序列。在美国西部极为长寿的狐尾松上已经发现了世界上最长的年轮序列，而最为有趣的则是那些处于雪线上的松树。通过观察树木年轮每年的宽度和颜色可以发现，这里的温差相当小。夏霜是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已经证实的历史上的火山爆发相联系，在这些火山爆发的过程中，火山灰上升到大气层中，从而使全球，或者至少是大气层的气温下降。科学家们注意到，很多夏霜出现在此类世界性事件发生后的三年里，而这种几率比夏霜偶发的几率高六倍。因此，他们提出了“喀拉喀托火山效应”的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
(19)



20世纪70年代中期，树木年代学的奠基人之一瓦莫尔·拉马什（Valmore Lamarche）发现，在公元前15世纪或公元前14世纪并没有出现喀拉喀托火山效应，因而也就不会存在人们认为会有的与锡拉火山同等规模的火山爆发。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唯一的喀拉喀托火山效应出现在公元前1628年。因此他推断，公元前1628年肯定就是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由于这个问题对他的研究并不是特别重要，再加上担心遭到考古学家们的反对，所以那时拉马什并没有专门发表他的推论，只是在1976年的《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上随意地提到过这一看法。
(20)

 于是，虽然这一引起轰动的发现很快就在持“异见”的考古学家圈子里流传开来——他们认为这个结果与放射性碳测定的较早的时间一致——但是这一发现还是不能成为正式学术辩论的主题。

1984年瓦莫尔·拉马什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论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情况随即发生了变化。
(21)

 很快就出现了树木年代学的新证据，这一证据所支持的火山爆发时间是公元前17世纪。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的迈克尔·贝利发现，在爱尔兰沼泽中得以保存的公元前15世纪或公元前16世纪的橡树树干上并没有出现喀拉喀托火山效应的显著标记，但是在公元前1628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实际上，有多棵橡树就是在这一年死亡的。
(22)

 他的这一研究成果直到1989年才正式发表，但是，在那之前的三四年里，他的看法早已为众人所知。

锡拉：与中国的联系

来自放射性碳和树木年代学的证据都显示，锡拉火山的爆发需要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现在，沿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提供证据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不过，在考察来自中国的关于锡拉火山爆发时间的证据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先离开主题，考察一下在欧洲发生的另两次火山爆发在中国留下的印痕。

1984年，美籍华人、气象学家彭凯文和汉学家周洪祥（Hung-hsiang Chou）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格陵兰岛冰芯反映的气候变化范围与古代气象记录的关系》（“A correlation between Greenland Ice Core Climatic Horizons and Ancient Meteorological Records”）。
(23)

 他们将中国的记录与两次火山爆发联系在一起，这两次爆发分别是公元前44年发生在西西里（Sicily）岛的埃特纳（Etna）火山喷发和公元前1120年左右发生在冰岛的海克拉火山喷发（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这次喷发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159年）。

记录中说，在埃特纳火山爆发一年后出现了一颗由红尘环绕的彗星，其中似乎存在火山爆发造成的影响。在西方，这据信标志着恺撒之死。
(24)

 中国的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记下了没有暖意、“照不出影子的蓝色太阳”，他们还记下了不合时节的冰霜。
(25)



彭凯文和周洪祥两位学者将公元前12世纪的火山爆发与后来中国文献所提及的气象现象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些联系遭遇的是一场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争论，争论对象就是商朝灭亡的具体时间。传统观点是由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史学奠基人司马迁提出的，他认为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都在公元前1122年。但是，另一个少数派的观点则与《竹书纪年》（Bamboo Annals
 ）相关，它给出了另外一个商灭亡的时间。《竹书纪年》是写在竹片上的年表，在公元281年出土于一个地方统治者的墓葬中，当时其已经被埋藏了六个世纪。这些竹片上的记录显示，商朝的灭亡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
(26)



这场论争引发的最近一次争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汉学家倪德卫（David Nivison）和班大为（David Pankenier），还有中国的古代史学家陈梦家，提出商朝灭亡和周朝建立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1020年。
(27)

 他们认为《竹书纪年》是准确的，同时强调了一种罕见的天文现象的意义，那就是在公元前1059年，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这五大可见行星连成了一线。至少到公元3世纪，这一天文现象被认为是发生在商朝灭亡前不久。
(28)

 彭凯文反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五星连珠的既定时间是处在某一个可以得到准确检测的时间周期之内，他认可更早的传统观点，即五星连珠是由后来的学者计算追溯得出的。
(29)

 彭凯文更愿意强调一个他认为是更确定的时间，那就是发生在公元前1137年即周文王三十五年时的月食现象。周文王是商朝灭亡前的周族首领。这表明商朝是在公元前1117年灭亡的。
(30)

 然而，班大为则把同一次月食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1065年。
(31)



尽管我对具体的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不够了解，但是我认为，彭凯文和他的同事们无疑拥有更多的理据。造成我这种态度的外部原因是，正如第五章所讨论过的，事实上，20世纪的考古学家和古代历史学家们普遍倾向于把年代估计得离现在更近，在放射性碳、树木年代法等科学检验方法得出不同信息时，这种普遍倾向很容易就会受到质疑。我也更相信自然科学家的判断，他们不会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那样受到学术传统的过多制约。在我们所讨论的事件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对的学术传统就是把年代估计得更晚近。彭凯文和他的同事们同时还指出，在有关锡拉火山爆发的“短”（公元前1027年）和“中间”（公元前1045年）年表中，存在一些简单的计算误差。
(32)

 而且，他们也主张更早的年份，这样的年份与针对周朝早期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得出的结果相一致。
(33)



彭凯文和他的同事们指出，在周懿王在位期间的公元前899年发生过一次日食，这个时间无法与短年表和中间年表相协调。
(34)

 他们综合考虑这次日食的发生时间以及公元前1953年——商朝的前一个朝代夏朝的第一位统治者禹在位时——发生的五星连珠的现象，将公元前1953年至公元前899年之间共1054年的时间间隔与从禹到懿所间隔的世代数（37代）相比较，由此指出，这明显与传统的以30年为一代的标准接近。

通过运用这种方法，并考虑到周懿王和周朝最初的征服之间隔了七个世代，而周武王又与周朝史上著名的“共和”时代（被公认为公元前841年）隔了九个世代，彭凯文和他的同事们把周朝征服商朝的时间定为大约公元前1100年。
(35)

 这不符合短年表和中间年表，但是与公元前1117年这一时间相当吻合，而公元前1117年这个年份是根据公元前1137年（周文王三十五年）发生的日食推断出来的。
(36)



如果认为商朝灭亡于公元前1117年，那么商朝末年所发生的很多气象事件就都与某次火山大爆发后所产生的现象相吻合。例如，根据历史记录，公元前1164年（商纣王五年），大量灰尘从天空飘落到亳都中。这与迈克尔·贝利所判定的海克拉火山第三次爆发的时间，即公元前1159年，只有五年的差距，所以，尽管这个结果并不完美，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7)



彭凯文和周洪祥也在卜骨中找到了证据。这些卜骨是由牛和羊的肩胛骨或龟甲做成的，古人将甲骨灼烧使其产生裂痕，这些裂痕则被认为是神的旨意（下面还会对此做深入探讨）。彭凯文和周洪祥以一块最新发现的甲骨为例，放射性碳测定的结果表示这块甲骨产生于公元前1095年（误差在±90年）。甲骨上的刻铭内容提到有一年庄稼发育不良，粮食断收。
(38)

 这有可能是指商朝末年的某一年，但非常不精确。同样，甲骨文也记载了公元前1121年到公元前1120年，即商纣王四十八年，天空中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这种气象现象一般是由灰尘折射引起的，所以，这通常被认为与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有关。
(39)



这些气象学的证据无疑是零散的，不过商和周这两个王朝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斗很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159年至公元前1140年间，贝利认为在这些年份中都会存在海克拉火山的影响。而且，周朝的效忠者们宣称，周文王在他辞世（公元前1128年）前九年，也就是公元前1137年，得到了“天命”。这一年发生了月食，而且就在与海克拉火山第三次爆发相关的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不久。
(40)



然而，与有关朝代更迭的气象学解释不同的是，新王朝的首任统治者周武王在其政治宣言中并没有用这类天灾来为自己推翻商朝正名。这令人费解，因为周武王曾自比于推翻夏朝的商朝开国统治者汤，而汤据说十分强调在王权发生更替时所发生的自然灾害。另一种可能则是，汤的这些言论至少在周朝开始时就被重写了。
(41)



1985年，彭凯文和周洪祥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重申了他们关于这些火山爆发的论述，并讨论了另外一场火山爆发，即圣托里尼岛火山爆发。他们认为这场火山爆发和夏朝灭亡的时间相关。毋庸置疑，当时发生了一系列的气象事件，例如干雾、暗淡的太阳、不合季节的寒冷天气以及粮食绝收，这些现象似乎都可以被视为大规模火山喷发的结果。
(42)

 彭凯文在1985年接下来发表的文章中为强化他的观点引用了这一例证，即在异常的洪水泛滥后出现的连年干旱，他认为这是火山爆发所引起的，灾害一直延续到商朝初期。
(43)



对于这些气候变化发生的确切时间，彭凯文和周洪祥的结论都相当不精确，这也是由于锡拉火山爆发和夏朝灭亡的年份尚不确定。他们将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界定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400年间，而夏朝灭亡的时间则是公元前16世纪。他们界定的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是常规观点认为的公元前1450年—公元前1500年与树木年代学所支持的公元前1628年的一种折中。至于中国夏商两朝更替的时间，他们的观点则受到了传统年表给出两个时间点所能容许的时间范围的影响，在传统年表中夏朝和商朝开始的时间分别是公元前1765年和公元前1557年。对商朝早期地层的放射性碳测定的结果为公元前16世纪，这些年份符合这一结果。
(44)



不过，彭凯文至此已经确信，夏商两朝更替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让他形成这种看法的部分原因在于学界对锡拉火山爆发年份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但是也有其他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如前所述，他越来越相信商朝的灭亡时间应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根据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录的年份，商朝持续了471年，这就表明商朝的建立时间应在公元前16世纪初。而在另外一种以《竹书纪年》为依据的年表中，商朝持续了508年，这个记录符合儒家学者孟子在公元前4世纪所提出的商朝持续了500多年的说法。
(45)

 以此推算，夏朝的灭亡时间就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通过彭凯文提出的世代比例也可以计算出相同的结果。
(46)

 如果由天文学推断得出的公元前1117年就是周朝取代商朝的时间，那么倒退508年就是公元前1625年，也就是夏朝灭亡的时间，这样就与修正后的锡拉火山爆发的年份，即公元前1628年，十分契合。

在1984年—1987年间，彭凯文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锡拉火山爆发的年份是在公元前17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


 重新判定的锡拉火山的爆发时间

到了1986年，放射性碳的数据、来自美国和爱尔兰的树木年代学数据、来自中国的证据，加上事实上埃及第十八王朝期间没有迹象显示出现过火山爆发，在我看来已经可以充分证明锡拉火山的喷发时间是公元前1628年，而不是公元前1500年或公元前1450年左右。我这样说的主要原因是，较晚的时间界定只是基于这一时间段与弥诺斯衰败之间的脆弱联系。正如我在第一卷的绪言中所写到的：

这次灾难的巨大规模允许我对通常反对的“默证”做一次例外的对待。但是，我承认这一类论证本质上是虚弱的。而且，树木年代学、碳和“中国”日期都可以被质疑。尽管如此，既然公元前15 世纪的日期极端没有说服力，四项证据加起来使公元前1626 年看起来要可信得多［我现在认为这是在公元前1628 年］。
(47)



虽然我认为这种论说在逻辑上无可辩驳，但我仍然有所忧惧，因为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我又怎能去质疑这么多学者考虑多年才得出的观点呢？要知道他们是耗费了整个学术生涯去研究这一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在这方面，正如围绕着第一卷的出版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学术界原本一直认为锡拉火山爆发于公元前15世纪，但是这一观点终于在1987年崩溃了。

最早向该学说开炮的是菲利普·贝当古，他收回了对传统观点的认同，也不再谋求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与传统观点的调和。他指出，“如果大量的年代数据是均衡的”，那么围绕火山爆发时间出现的任何可能的失真都会得到克服，而锡拉火山爆发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他彻底摒弃了模糊不清而又据信会导致数据失真的“岛效应”。
(48)

 他继续指出，由于更新了火山爆发的时间，重新划定陶器时期的周期也就变得必要，而这并不会与埃及王朝或黎凡特陶器的同步性相冲突。

贝当古遇到的唯一困难来自刻有希克索斯王朝统治者基安（Khyan）名字的石头盖，阿瑟·埃文斯声称这个石盖是在克诺索斯的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地层中发现的。贝当古接受了这位法老出现在公元前17世纪中期或晚期的时间界定，但他新给出的一系列年代将弥诺斯中期三段的结束时间定为公元前1700年，二者无法协调。
(49)

 不过贝当古比较幸运。由于埃文斯所考察的地层地质复杂，挖掘数据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他发表的数据受到了印欧语言学家伦纳德·帕尔默和波默朗斯的质疑。
(50)



为了回应贝当古的论点，彼得·沃伦维护了埃文斯的学说，批评其他学者对埃文斯给出的石盖年代的攻击具有偏见。（这里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严重，因为这位希克索斯统治者的统治时间完全可以在数十年的范围里进行校正，这就使基安很有可能处在弥诺斯中期三段时期。）沃伦针对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提出的质疑只是，对短寿命的样本进行校正，去除那些偏离很多的数据后，得出的时间大约有1σ（从公元前1620年到公元前1520年）的标准误差，但是标准误差为2σ则更为合理一些，这样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就应该在公元前1670年到公元前1510年之间。
(51)

 然而，沃伦就这一范围中距离现在较近的时间点所给出的证明被削弱了，这不仅因为他没有把树木年代学的证据考虑在内，而且他自己也承认，来自希腊克里特岛米尔托斯―皮尔戈斯（Myrtos-Pyrgos）的迈锡尼文化后期一段B地层的一系列短寿命样本显示出应采用更高位的年表。
(52)

 因此，他并不能应对贝当古的挑战。事实上，当时的主流观念命运已定，贝当古重新开启了关于放射性碳测年法的争论，而来自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学术领域的证据很快就使这场争论更加激化。

数十年来，学者们在研究格陵兰岛冰盖上每年夏天融雪后随之而来的冬季降雪时，一直在尝试复制树木年代学的研究方法。四季更迭，产生出不同的冰层，为研究早期气候变化提供了独立的信息。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参数：放射性同位素组成、粉尘含量和酸度。

十多年来，以地球物理学家哈默（C. U. Hammer）为首的丹麦团队一直致力于研究从格陵兰冰层上钻取的冰芯。1980年，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他们通过对北格陵兰岛冰芯的研究发现，锡拉火山的爆发时间是公元前1390年左右。
(53)

 这个结论几乎与所有研究得出的结果相悖，只有波默朗斯支持这种观点，因此，学界对这项研究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

1987年，哈默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放弃了以前的观点。他们使用了从格陵兰岛南部取得的新冰芯，这比北格陵兰岛的冰芯更为合适，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夏季融冰，而且对北半球大气层的重大变化的反应也更加灵敏。他们发现在公元前1644年出现了一个酸度峰值，并将这个结果与贝当古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以及自己的证据联系在一起，得出了1σ（公元前1630年—公元前1530年）和2σ（公元前1675年—公元前1525年）的加权平均值。较长波段的结果符合他们提出的火山喷发出现在公元前1645年和下一年出现酸度峰值的结论。他们估计标准偏差在±7年，而误差范围在±20年。
(54)



主流理论的回应来自考古学家杰拉尔德·卡多根，他强调了哈默的理论中的一些不确定性，也分析了利用冰芯测年方法得出的公元前1645年和树木年代法得出的公元前1628年的差别。他承认，有了放射性碳测年法的结果后，把公元前1500年作为锡拉火山爆发时间的传统观点已站不住脚，但是由于与埃及的关系，卡多根仍然坚持认为火山爆发于公元前16世纪这个时间段，明确反对贝当古的高位年表。
(55)



在1988年3月出版的一期《自然》杂志上，剑桥出身的澳大利亚年轻考古学家斯特尔特·曼宁（Sturt Manning）明确地提出，锡拉火山爆发于公元前1628年—公元前1626年，他这样反驳认为锡拉火山爆发于公元前16世纪的杰拉尔德·卡多根：

……并不准确，只有传统的陶器研究才可以支持这种观点，而且，运用传统的考古证据可以得出几种看似合理的相反解释。……三种各自独立的科学技术（冰芯法、树木年代法、放射性碳方法）得出的结果在3600年的漫长时间段里只有30年的差别，杰拉尔德·卡多根却认为，由于这一差别，这些结果都应该被摒弃。他反而建议我们去接受考古学家主观断定的比这晚一个世纪的年代。
(56)



曼宁接着试图调和这三种科学方法。也就是说，他接受了树木定年法，但是认为，之前的科学家们未能去掉一个异常的放射性碳测年时间，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得出标准误差只有1σ的公元前1675年—公元前1609年，校准范围为公元前1629年—公元前1622年。他认为，哈默和他的团队所得出的以公元前1645年为基点上下浮动20年的误差，也符合公元前1628年—公元前1626年的年份。
(57)

 哈默和克劳森（Clausen）回应说，他们认为曼宁与之前的学者贝当古、迈克尔一样，急于删除掉异常的放射性碳测年数据，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尽管这样做可以支持他们所判定的较早的年份。问题的关键在于，哈默和克劳森都相信：

在公元前1645年—公元前1644年的冰层中出现的酸度信号显然与一场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有关。然而，公元前1628年—公元前1626年出现的霜冻灾害虽然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很有可能与火山爆发相关，但是也有可能是气候条件变化的表现，而非火山爆发所致。我们认为，通过放射性碳或其他方法来获取比我们更精确的年份数据，这种做法显得过于草率。我们之所以要给公元前1645±7年这一时间打上问号，原因就在于此。
(58)



这样的谨慎似乎无可指责。不过，哈默和克劳森在强调自己的方法应居首位时并没有提到，处理冰芯要比木头困难得多，他们在北格陵兰取样冰芯时所犯的错误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树木年轮学体现出的喀拉喀托效应并非锡拉火山喷发的结果，那么作为半球性事件的其他火山喷发的效应也就不会在别的地方展现出来。他们似乎并不了解贝利和门罗（Munro）对爱尔兰沼泽的橡木所做的研究，该项研究清晰地指向了公元前1628年或公元前1627年，而非公元前17世纪40年代。最后，曼宁在提到允许±20年的估算误差值时，无疑正确地引用了他们的话。

《自然》杂志上的这场争论尚未结束，《考古》（Archaeometry
 ）上也开始了另一场争论。这是在贝当古和他的老同事迈克尔与沃伦之间展开的，英国考古学家艾特肯（M. J. Aitken）则居中调停。在此，支持较早年份的人显然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沃伦唯一获胜的一点就是对基安的盖子的地层位置的确定。
(59)

 于是，到了1988年年末时，几乎可以肯定，考古学界已经普遍认同锡拉火山的喷发时间是公元前17世纪晚期，确切地说或许就是公元前1628年。
(60)

 在1989年，支持锡拉火山于公元前1628年喷发的北爱尔兰证据得到了来自爱尔兰、英国和德国的新材料的证实。
(61)




 重新确定年份的意义

我之所以要详细叙述这场有关锡拉火山爆发时间的争论，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表明锡拉火山的确在公元前1628年喷发，这是极为重要的；其次是想揭示将假说具体化的危险，以及既定的学术观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此成功地长期捍卫其地位；第三是要说明，公元前1500年和公元前1450年这两个时间点是如何嵌入整个年表结构中的，这一结构实际上是捍卫正统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如果确立了更早的年份，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青铜时代晚期的年表，所涉及的不仅是爱琴海地区，而是整个地中海东部盆地。

实际上，在新的年代被提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把这一时期的年代提前的趋势。1980年，埃及学家巴里·肯普、澳大利亚外交家和塞浦路斯考古学家罗伯特·梅里利斯在所涉范围广泛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两千纪埃及的弥诺斯陶器》（Minoan Pottery in Second Millennium Egypt
 ）中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在书中提出，基于与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共时性，克里特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一段B和二段的陶器时期时间应该比此前的传统看法提前大约75年。就如我之前提到过的，在这一年表中锡拉火山的喷发时间就可以是公元前1628年，因为锡拉火山是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期间喷发的，而在这种年表中，这一时期的时间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是从公元前1675年—公元前1650年到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575年之间。

我在写于1986年的本书第一卷的绪言中讨论过，我们有必要将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的开始时间定在公元前1628年，并且我谨慎地将这一时间段提前到公元前1650年—公元前1550年。同时，贝当古更加大胆地把这一时期的时间提前了大约一个世纪。我相信肯普和梅里利斯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贝当古观点的激发，因此现在我已经修改了我划定的年代，把年份提前，尽管我所划定的年份通常比贝当古、肯普和梅里利斯的年份要晚。
(62)

 这也解决了此前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迈锡尼文化后期一段B时才出现在陶器上的各种图案，例如表示水的抽象符号，却在锡拉火山爆发之前的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了。
(63)

 如果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被视为从公元前1675年到公元前1600年，那么在公元前1626年之前绘制的这些图案就应该属于“成熟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时期。

如同前面提到过的，在确定带有希克索斯法老基安的名字的盖子的年代时，传统主义者胜过了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支持者，埃文斯声称这个盖子是在克诺索斯的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地层中发现的。贝当古、肯普和梅里利斯分别认为这一陶器时期结束于公元前1700年或公元前1675年—公元前1650年，而传统的编年将基安的统治时间定为公元前17世纪下半叶。激进者试图避开这种分歧，通过依循帕尔默和波默朗斯不牢靠的研究结果以否定埃文斯经过深入考虑给出的地层学结果。这在我看来是处理问题的错误途径。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到埃文斯判定的年代的合理性和传统上划定的基安的统治时间的合理性。我相信，尽管埃文斯的结论仍然允许存疑，但是要比现在给出的希克索斯时代的年表更加可靠。


 锡拉和卡利斯提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锡拉原本被称为卡利斯提（Kalliste）。当时在此定居的是腓尼基的孟布利阿罗斯（Membliaros），在此之后过了“八个世代”，后来的殖民者，卡德摩斯的拉科尼亚人（Lakonian）或腓尼基人的后裔锡拉斯（Theras），才占据了这个地方，锡拉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64)

 名称Membliaros的闪米特渊源会在下面讨论。Kalliste（卡利斯提）这个词可能只是表示“最美丽”的意思，就像台湾岛的另一个名字“福尔摩沙”［（Formosa）这个葡萄牙语单词的意思是“美丽的”］一样，这个名称实在是太适合这个富含火山土壤的地方了。这个词也可能与仙女卡丽丝托有关，这个名字的含义会在第四卷中讨论。对于岛屿的名字从卡利斯提变成锡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在火山爆发后岛屿的外观发生了变化。

Thera，或者更准确地说是Thēra，传统上被认为是源自thēr-（野兽，猎物），后者又有可能源自传统上被表示为*ghwēr的重构了的原始印欧语形式，对此我们并不确定。
(65)

 不过，名字Thēra并没有出现在B类线形文字泥板中，尽管词语Qerajo（Qera的他）的确出现了。在这个基础上，迈锡尼语言学家约翰·查德威克认为，Thēra来自圆唇软腭音*Qw
 era。
(66)

 第三卷会讨论到，虽然以q-开头的一系列符号原本代表圆唇软腭音，但在这一系列音消失之后它们被用来标示这些音所转化成的唇音、软腭音或齿音。而后我们面对的就是*Qw
 ēra的起源和意义，通常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简单的，但是细节非常复杂。毫无疑问，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存在着一个读成*kw
 er、*qw
 er或*kior，意思是“壶”或“大锅”的单词。不过，这个词根的起源和发展极难追索。语言学家约翰尼斯·弗里德里希（Johannes Friedrich）曾经研究过腓尼基和安纳托利亚的语言，认为希伯来文的kiyôr源自乌加里特语的kiri。
(67)

 与此相反，威廉·奥尔布赖特认为，kiyôr来自阿卡德语的kiuru，而后者又源自苏美尔语的ki.ur。
(68)

 弗里德里希注意到了乌加里特语，这显然是正确的；而最近的苏联学者为原始东高加索语中表示“容器”的词语重构了*kw
 ar V这种形式。
(69)

 犹太学者亚伦·多尔戈波利斯基（Aron Dolgopolskii）认为，这与乌加里特语（属于东北高加索语，与胡里安语有关，是安纳托利亚东部所讲的语言）和原始印度—赫梯语中表示*kw
 er的词语都是来自原始闪米特语词根√q<
 r-，后者通常发成*qu<
 ar的音，意思是“深的，变成凹形的”。这又被借回到阿卡德语和希伯来语中，变成了带有一个k的kiuru或kiyôr。
(70)

 这未必可以作为答案，但是这样复杂的方案对于解释看似明显而又不简单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词根√q<
 r在亚非语中不限于闪米特语。在埃及语中可以发现ḳrr或ḳr，意思是“洞、洞穴或容器”。而且，还有个词是与义符[image: ]
 写在一起的ḳrḥt（容器），这与古代的[image: ]
 （大锅）非常相似，因此ḳrḥt可能会用于表示这一意义。
(71)

 不过，地名*kw
 era˃
 Thēra最有可能的来源是迦南语kȗr，这个词具有“熔炼用的锅”或“熔炉”的特定含义。它的发音很可能是*kw
 er，对此将在第三卷进行讨论。

对于一座以火山口为主要特征的岛屿来说，“熔炼用的锅”似乎比“野兽”更适合充当岛屿的名称。如果存在来自闪米特语的借词，那么借用就发生在希腊语的圆唇软腭音分解之前，人们通常认为那是在公元前16世纪或公元前15世纪。上面提到过，到了公元前13世纪时，克诺索斯和皮洛斯都有了文字泥板（对此我会在第十章中有所讨论），而Qerajo已经被读成了*T(h)eraio。

要重构火山爆发前岛屿的形状是不可能的，不过在那时，巨大的火山口可能是岛屿的重要特征。如果借词是在火山爆发之后才发生的，那么我们新判定的公元前1628年这一年，就可以容许以火山口为岛屿命名发生在火山爆发之后、圆唇软腭音分解之前。这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这座岛屿在火山爆发之前被称为“最美丽的”，也就是希腊语中的Kalliste。


 《出埃及记》中关于火山的典故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要探究的是一系列传说，它们似乎提到了锡拉火山爆发。在《黑色雅典娜》的大部分内容里，我都试图利用神话和传说来解读历史事件和进程。这里我想逆转方向，用已知的、有数据可考的事件来解释神话和传说。这些事件包括锡拉火山爆发、希克索斯人受到驱逐和海洋民族的入侵。这一过程本身就趣味盎然，而且有助于评估古老传说的历史可信度，确定是否可以在历史和考古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利用这些传说来重构历史。

我在前面提到过，波默朗斯的观点是，《出埃及记》中的一些段落提到了锡拉火山爆发。但是他并非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72)

 毫无疑问，就如同他所指出的，《出埃及记》中的一些段落的确显得与“火山”密切相关。例如，在耶和华与摩西加诸埃及的七种灾难中就包括：“黑暗笼罩着埃及的土地，触手可感的黑暗……三天里埃及遍地漆黑一片。”
(73)

 在像锡拉火山这样的大规模喷发后，像埃及这样的距离范围内很可能会感受到这种影响。第二处涉及“火山”的内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以色列人］从疏割（Succoth）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倘（Etham）安营。上帝为他们领路，日间在云柱之中……夜间在火柱之中。
(74)



这也是在锡拉火山那样的喷发后从很多英里之外都能看到的情景。不过问题是，三角洲东部距离锡拉有500英里远，而地球表面的曲度使人们不可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上看到烟柱。
(75)

 这样，尽管这一传说最早的叙述者显然了解这一现象，但是并没有什么能把这一段落与锡拉具体地联系起来。实际上，在《圣经》的记述里，上帝总是居住在火和云之中，而不限于《出埃及记》这一部分。
(76)

 另一方面，我在第四卷中也会谈到，尽管耶和华与他的子民约定，只要他们表现良好就会善待他们，而他也的确表现得较为平静良善，但是耶和华在整体上就和塞特、雅姆、波塞冬一样，是不可预测的毁灭之神，尤其是与火山爆发引起的混乱有关。所以，这些叙述是很符合耶和华的形象的。

波默朗斯认为，最能暗示火山爆发的篇章是关于毁灭法老军队的：

耶和华驱使强劲的东风，使海水一夜之间退去，海床就成了陆地。海水分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燥的地上，海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所有的马匹、车辆和军队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清晨，耶和华从云和火中向下观望……天一亮海水复归原位，埃及人避开水逃跑，但是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水中。
(77)



摩西为庆祝胜利所唱的歌，即或没有体现出这一文本，也显示出这一意象极其久远。这首歌被公认为是非常古老的，其中包括下面的句子：

你发出怒气，海洋聚起成堆，

大水直立如岸，

远处深深的海水凝结……

你叫风一吹，大海就把他们淹没。
(78)



尽管歌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在上面段落中出现的海水分开，就像作为火山爆发属性的两道烟柱一样，但是摩西所唱的这首歌的词作者，非常有可能了解海啸的情形。在这里，最有可能发生的海啸就是锡拉火山爆发引起的，我们在前面也看到，几乎可以肯定海啸确实席卷了下埃及的沿岸地区。
(79)

 而且，如果可以信赖《圣经》中的记录，那么就肯定存在火山爆发与火柱和云柱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可锡拉火山爆发是在公元前1628年，那么这首歌也肯定是在若干个世纪之后写出的，因为其中提到了非利士，它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海洋民族第一次入侵后才出现的。

正如波默朗斯和其他人所指出的，这给一些学者造成了困难，比如埃及学家汉斯·戈迪克（Hans Goedicke），他试图使以色列人出埃及与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相一致，将其定于公元前1450年或公元前1500年。
(80)

 把出埃及的时间定为公元前13世纪末，这也为那些重视埃及人提到的所谓的“以色列石碑”（Israel Stela）的学者带来了困难，因为这一石碑出自公元前1219年第十九王朝法老麦伦普塔赫（Mereneptaḥ）统治期间。在这里，以色列这个名字明确指向了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一个民族，但根据大多数的传统年表，以色列人此时刚刚开始迁出埃及。
(81)

 因此，他们出发的时间肯定要比这更早。为了与此相协调，奥尔布赖特等学者试图说明，出埃及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以前。
(82)

 如果能够像波默朗斯那样既接受主流的《圣经》中的记述，同时也把公元前12世纪作为锡拉火山的喷发时间，那么提到非利士当然就不是问题了。
(83)



我倾向于认为，《出埃及记》这一传说的基础，是关于埃及人所描述的驱逐希克索斯人的零散的民间记忆。（出埃及和希克索斯人被逐之间的关系将在下两章里进一步讨论。）不过，即使如此，把这些政治事件与锡拉火山爆发及其引发的海啸联系在一起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希克索斯人被驱逐的时间最早是公元前16世纪70年代，这距离锡拉火山爆发已经过了50多年。
(84)



总之，这些描述的性质的确显示出，《出埃及记》的传说包含了有关锡拉火山爆发的记忆。而且，似乎这些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与民间关于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境的记忆融合到了一起。不过，这些描述并没有形成连贯的传说。例如，“触手可感的黑暗”与在埃及发生的其他六种“与火山喷发无关的”灾难并列，而且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去尝试把锡拉火山爆发与被驱逐/出埃及过于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孟布利阿罗斯与无边的黑暗

我们会在后面各章中看到，以色列人不是唯一与锡拉相关的讲迦南语的人。不过，这里我们关心的是那些可能指向火山喷发的传说，其中一些在西闪米特的传说中保留了下来。我在前面提到过希罗多德的这一段落：

这个岛屿被称为卡利斯提，上面居住着腓尼基人波伊基勒斯（Poikiles）之子孟布利阿罗斯的后代。阿革诺耳之子卡德摩斯在寻找欧罗巴时途经此地，或许是由于他喜欢这个地方，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他在这里留下了一些腓尼基人，其中就有他的亲人孟布利阿罗斯。
(85)



迈克尔·阿斯特曾指出，就如Theras（锡拉斯）显然是Thera（锡拉）这一地名的由来一样，Membliaros（孟布利阿罗斯）显然来自地名Membliaros或Bliaros（布利阿罗斯），也就是距离锡拉最近的岛屿阿纳菲（Anaphe）的旧名字。他表示，Bliaros这个形式使得Membliaros不可能像有人说的那样源自memblomai，即melô（照顾）的从属中间形式，因为这在任何情况下从语义上看都是非常不合理的。相反，他提出，这“是乌加里特语或古腓尼基语的mêm bli->
 år（没有光的水）或更短的bli->
 år（没有光，黑暗）的非常准确的音译”。
(86)

 雅利安主义者维安反对阿斯特的假设，因为mêm bli->
 år没有得到证实。不过，阿斯特回应称，西闪米特语的记录非常不完整，而毕布勒的斐洛的宇宙生成论充满了已知词语的未知组合。
(87)

 斐洛是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腓尼基人，据说他当时在翻译古代腓尼基的资料，这是很可信的。对阿斯特的反驳还包括，这个地名在讲迦南语的黎凡特并不存在，在爱琴海也没有以类似的借用短语表示单独的名字的情况。阿斯特对此并没有回应。

无论如何，语音上的配合是极佳的，与腓尼基语的联系也是明显的。阿斯特进一步引用了公元前3世纪的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的说法，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过他的内容丰富的《阿尔戈英雄纪》。
(88)



他们立刻迅速穿过宽阔的克里特海，然而夜晚令他们恐惧，他们称这个夜晚为无边的黑幕：星星和月光都无法刺破这黑暗，只有黑色的混乱自天而降，偶尔会有其他类型的黑暗从最遥远的深处升起。
(89)



阿尔戈英雄们呼唤着阿波罗，从而逃离了黑暗。

很快啊，勒托（Leto）之子，你很快听到呼唤，从天空来到大海中的墨兰托（Melantian）礁石上。你从双子峰中的一座跃起，右手把你的黄金弓箭高高举过头顶，弓箭的炫目光芒照彻四周。……黎明立刻升起，带给他们光明，他们在荫凉的林中为阿波罗建起堂皇的居所，还有荫凉处的祭坛，呼告带来光明［Aiglētēs］的福玻斯（Phoibos），因为那光芒从远处就可见到，那荒岛被他们称为阿纳菲（Anaphe），因为福玻斯把它呈现给那些混乱困惑急需帮助的人。
(90)



这里提到的阿纳菲岛，可以得到铭文证据的支持，斯特拉博也表明，在岛上存在阿波罗膜拜。
(91)



阿斯特指出，阿波罗的弓与大洪水后诺亚看到的照亮世界的云中之虹具有相似性。
(92)

 他主要关注的是，在对孟布利阿罗斯和“无边的黑幕”的描述中有哪些与《圣经》和其他迦南的宇宙起源论的描述相对应。在《圣经》中，世界开始之前是这样的：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强大的风吹过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93)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阿斯特讲明了他的观点，而且，不仅孟布利阿罗斯的名字，还有围绕着岛屿的传说，都展示出西闪米特的宇宙生成论。（在第四卷，我会探讨后者与埃及的宇宙生成论的相似性和某种程度上的渊源。）不过，阿斯特未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希腊神话会集中在克里特北部的锡拉和阿纳菲周围。原因似乎在于这里存在着对锡拉火山爆发的记忆。因此，关于孟布利阿罗斯和不见星月的无边黑暗的描述，既象征着创世之前的混乱，也记录了公元前1628年锡拉火山爆发后火山灰遮天蔽日的情形。


 亚特兰蒂斯的神话

第一卷里提到过，柏拉图记录了雅典政客梭伦与埃及祭司的对话。
(94)

 之所以会注意到这段内容，不仅是因为其说明了雅典娜和奈斯以及她们/她的城市雅典和赛斯的特征，还因为其中提到了老年祭司在开始陈述时所说的“梭伦啊梭伦，你们希腊人总是小孩子，在希腊没有人能成为老人啊”。当梭伦询问这是什么意思时，祭司继续说道：

你们的心灵都是年轻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你们中没有任何基于悠久传统的古老观念，也没有上了年岁的科学知识。这就是原因：过去和将来都有很多次人类的毁灭，最严重者是火灾和水灾导致的毁灭，其他次要的灾难就数不清了。

祭司继续理性地讲述了有关法厄同（Phaeton）和赫利俄斯的神话，谈到那时天体偏离了轨道，导致大地上发生大火，造成了毁灭。
(95)

 他继续说道：

那时生活在山上和较高的干燥地方的居民比生活在河流或海洋附近的居民遭受了更彻底的毁灭，可是我们有尼罗河，它以其他方式保护了我们，在这场灾难中，尼罗河泛滥起来，从而解救了我们。另一方面，当神灵用洪水清洗大地时，山上的牧羊人和羊群能够得以幸免，但是你们那里的城邦中的居民被洪水卷入海中……留给你们的只是未开化的野蛮状态，因此你们就永远年轻，对古时候发生在你们土地上的事情一无所知。

在对希腊传统表现出轻蔑态度之后，他继续说：

梭伦啊，在这洪水带来的特大毁灭之前，现在称为雅典的城邦在战争中是最英勇的，在治理上和其他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
(96)



在详细讲述了古代雅典的荣光之后，祭司继续说：

在我们的记载里提到，你们的城邦曾经阻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来自大西洋的遥远一端，不可一世地攻击了整个欧洲和亚洲。那时的大西洋是可以航行横越的，因为在那被你们希腊人称为……“赫拉克勒斯之柱”的海峡入口前有一座岛屿，利比亚和亚洲加到一起还没有它大，那时的旅行者可以从这里抵达其他一些岛屿上，再从那些岛屿航行前往大西洋彼岸。我们这里所拥有的，在我们所说的海峡入口之内，显然就是有着狭长出口的小海湾；真正的海洋则在远方，围绕着海洋的土地从最适合与最完整的意义上看，应被称为大洲。现在，在这名为亚特兰蒂斯的岛上崛起了具有强大势力的国王联盟，他们首先统治了整座岛以及其他许多岛屿和大洲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海峡内，他们统治了利比亚，势力扩展到了埃及，对欧洲的统治远至托斯卡纳（Tuscany）。因此这股势力集中力量，企图一举奴役你们和我们的国家，以及海峡内的所有地区。此时，梭伦啊，你们的城邦向全人类展示出了你们有多么英勇无畏……它使那些尚未被奴役的国家免遭奴役，并且毫无保留地解放了我们所有居住在赫拉克勒斯之柱内的民族。但是后来发生了频繁的地震和洪水，可怕的一日一夜降临到人们头上，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被大地吞噬了，亚特兰蒂斯岛同样沉入海底，就此消失了。
(97)



一名德国作家最近估计说，涉及柏拉图的这些篇章的各类作品有两万多种，其中包括七千本图书。
(98)

 因此，即使我们希望能这样做，我们也不可能全面考虑到所有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二手资料。由于这些原因，我这里的讨论仅限于近期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著作和重要资料。

或许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开始，上述的故事就被视为是不符合史实的神话，在19世纪40年代的乔治·格罗特的时代，这种怀疑的传统更是根深蒂固。
(99)

 另一方面，也有其他一些人相信这个故事完全是真实的。
(100)

 不过，大多数著作采取的态度都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或者在极端的观点间摇摆犹疑，或者认为神话中有一些历史真实性，尽管历史远非柏拉图重述这个故事的唯一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属于温和的多数派。我相信，这一叙述并不能成为独立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叙述中显然有一部分内容确实提到了真实的地点和事件，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些内容。

爱尔兰古典学者约翰·卢斯（John Luce）建构了强有力的论证，认为梭伦的确在公元前600年后不久去到了埃及，他可能有名叫柯里西亚斯（Kritias）的一个侄子和一个曾侄子，后者出现在了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也是这位哲学家的曾祖父。这非常符合柏拉图借柯里西亚斯之口说出的话语。因此，尽管在梭伦的访问和柏拉图完成对话录之间有两百多年的时间差，但是柏拉图很可能是借用了一个家族的传说。不过，如同卢斯所指出的，柏拉图也可能是在自己出游埃及时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101)




 亚特兰蒂斯和“大西洋”

无疑，柏拉图提到“大西洋”（Atlantikon Pelagos）时，所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西洋。这是因为，柏拉图清楚地表明它位于赫拉克勒斯之柱，也就是直布罗陀海峡以外。从地理上看，同样清楚的是，比“利比亚［非洲］和亚洲加到一起”还要大的那座岛，并不是位于大西洋中间消失在如今的大西洋海底山脊处的大陆。

另一方面，学者们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很快就认为，亚特兰蒂斯可能是美洲。
(102)

 在第一卷中，我考虑了非洲与墨西哥从公元前一千纪开始接触的可能性。
(103)

 我们也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法老尼科［（Necho）公元前610年—公元前595年］雇佣的腓尼基人曾周游非洲，以及公元前5世纪时迦太基人曾沿着西非海岸一直航行到几内亚湾。
(104)

 因此，像葡萄牙航海者卡布拉尔（Cabral）在公元1500年那样避开非洲海岸的风浪在巴西登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认为，到了柏拉图所在的公元前4世纪早期，或者梭伦所在的公元前6世纪晚期，博学多闻的埃及人会不了解美洲。

虽然，从一方面看，柏拉图所说的大西洋就是现在的大西洋，大洋中的巨大岛屿可能是美洲，但是从其他方面看，它们之间显然又无法等同。我们很难相信，美洲的“国王联盟”会统治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地区和包括托斯卡纳在内的欧洲地区，也不可能有人严肃地想象出美洲“被大海吞没”。

我会回到这些问题上，也会重新探讨亚特兰蒂斯和锡拉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此之前，先探究一下希腊语词根Atla-的来源和意义，对我们会有所帮助。

亚特兰蒂斯、阿特拉斯和阿特拉斯山脉

有关北非阿特拉斯山脉的名称来源的最广为接受的理论是由法国地理学家维维恩·圣·马丁（Vivien Saint Martin）在1863年提出的，瓦尔特·斯坦豪泽（Walter Steinhauser）则在1936年用恰当的专业语言形式对其进行了表达：他们认为阿特拉斯山脉的名字来源于当地的柏柏尔语（Berber）词语adrār（山脉）。
(105)

 Adrār只到19世纪才得到证实，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个古老的词语。尽管斯坦豪泽对原始柏柏尔语单词*atlār的重构令人质疑，但是认为Atlas源自adrār，在语音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在语义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阿特拉斯山在当地的名称并不是adrār，而是有时构成复合词Adrār n Deren的Deren或Durin。
(106)

 可能就是由于Deren这个当地的名字，让斯特拉博在提到这座山时称之为Duris，普林尼则称之为Addiris。
(107)

 在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旅行者汉诺（Hanno）的旅行描述（periplous）中间接提到了阿特拉斯山脉，此后，“Atlas”这个名字在古代广为流传。
(108)



斯坦豪泽认为，巨人阿特拉斯的名字源于地名阿特拉斯。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很早就得到证实的人名及其神话含义。阿特拉斯这个名字首先在赫西俄德和荷马笔下被证实为提坦或巨人的名字，他把天与地分开，背负起高高的柱子支撑在天地之间。
(109)

 从这种能力上看，巨人阿特拉斯似乎就源于舒，舒是埃及的干旱之神和大气之神，他把天空之神努特和大地之神给布分开。
(110)

 有趣的是，在舒和西方之间存在两方面的联系。第一种联系是他的名字[image: ]
 明显是指可能有关联的词语šwἰ（空气，空的，自由的）和šwt，[image: ]
 （羽毛），但是符号[image: ]
 也是利比亚和生活在埃及以西的利比亚人的象征，因为利比亚人似乎会在头上佩戴大支的羽毛。第二种联系是，舒显然与神灵Tm有密切关联，Tm则是傍晚或西方的太阳之神。
(111)



最早把阿特拉斯作为地名指称的是希罗多德，但他所指的并不是群山，而是一座锥形的山，山峰总是缭绕着云雾。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当地的居民被称为亚特兰提斯人（Atlantes），这是因被称为“天柱”的山而得名的。
(112)

 因此，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似乎是“世界边缘”或赫拉克勒斯之柱。在关于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使命的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非常出名，那就是阿特拉斯骗赫拉克勒斯帮他背负苍天，而赫拉克勒斯又骗阿特拉斯重新把天空背到了身上。第二章中已经涉及了阿特拉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对应或关联。在赫西俄德的记述中，已经出现了肩负柱子的阿特拉斯的形象，那些柱子在世界之门处支撑起了天空。
(113)



巨人和阿特拉斯山脉的关联符合阿塔兰提斯（Atarantes）这个部族名称，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这个部族居住在非洲西北部的沙漠中，他同时也提到，亚特兰提斯人居住在山区。
(114)

 总之，Atlas/Atlantis的来源之一似乎很有可能是柏柏尔语中的Adrār。

阿特拉斯和海洋

不过，Adrār似乎不会是名称Atlas/Atlantis的唯一来源，因为Adrār不能用以解释这个名字的诸多特征。例如，希罗多德用阿特拉斯这个名字称呼多瑙河的一条主要支流，这条河源头的山脉被称为阿特律斯（Athrys）。
(115)

 这些不可能是柏柏尔语，但是可能来自对立统一（coincidentiae oppositorum）的观念，或者至少是一种基本点的相似性，正如上一章中所讨论过的那样。在某些方面，大西洋和多瑙河在那时都被视为世界的边缘。
(116)

 阿特拉斯被用作河流的名字，这就加大了atla不仅指山脉，而且指“河流”或水域的可能性。这样，大西洋的名字Atlantic就不会是源于表示阿特拉斯山脉的Atlas，相反，可能是阿特拉斯山脉的名字源于大西洋的名字。

至少从赫西俄德和荷马的时代开始，希腊的宇宙生成论就认为阿特拉斯和环绕世界的海洋或河流俄刻阿诺斯之间无疑有密切的关系。赫西俄德认为阿特拉斯是佩勒艾德斯（Peleiades）或普勒阿得斯（Pleiades）的父亲，她们代表风暴中的星辰；其母亲是普勒俄涅（Pleione），她则是俄刻阿诺斯的女儿。
(117)

 实际上，普勒阿得斯有时被称为亚特兰蒂德斯（Atlantides）。
(118)

 阿特拉斯也被认为是许阿得斯（Hyades）的父亲，同时也是西方大洋的星星/岛屿赫斯帕里得斯。环绕世界，构成天与地的边缘的“大洋”，似乎更有可能是星座的来源，而非一系列山脉。这似乎尤其符合Pleiades的情况，这些星辰从古代开始就被用于导航——希腊语中写作plein。
(119)



在荷马看来，阿特拉斯“思想邪恶，了解所有海洋的深度，他自己撑起了高高的柱子，把天和地分开”。
(120)

 根据荷马的记述，阿特拉斯还是卡吕普索的父亲，后者是生活在遥远海洋中的奥杰吉厄岛上一处洞穴里的女神。另一方面，赫西俄德提到卡吕普索时说她是俄刻阿诺斯的女儿。
(121)



总的来说，巨人阿特拉斯的主要作用显然是分开天与地。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位于世界边缘的山一样的柱子，一是通过构成两个半球的分界的海洋。从神话的证据来看，他的主要本性似乎与水有关，因此大西洋是主要的，阿特拉斯山脉是第二位的。总之，阿特拉斯—阿特兰托斯与俄刻阿诺斯是对等的。这可以用来解释大西洋和阿特拉斯的名字，因为它们都与世界另一边的多瑙河的支流有关。

名字Ōkeanos（俄刻阿诺斯）并没有印欧语词源，通常认为它是来自非印欧语的借词，可能与卡吕普索的岛屿Ōgygia（奥杰吉厄）有关，第二章中讨论过Ōgygia和闪米特语词根√˂
 wg（画个圆圈）以及巴珊国王噩（<
 Ȏg）的关系。Ōgygia与那条环绕着世界、将世界与天空分开的大河/龙/巨蛇Okeanos（俄刻阿诺斯）的关系，体现在名字Ōgenos（奥吉诺斯）和Ogên（奥根）中，前者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为神话收集者斐勒库德斯所提及，后者为词汇学家赫西基奥斯提及。
(122)

 尽管我相信，Ōgygia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词源，那就是埃及语的Wgз（洪水），但是√˂
 wg和Ōgygia的关联在语音上和语义上都是可能的。
(123)

 不过，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只是松散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Ōkeanos源自苏美尔语中的*A ki an(u)（天空和地上的水）。
(124)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中，大地ki和天空an的边缘都是水，它们互相平行或相交。
(125)

 而且，美索不达米亚的宇宙学和宇宙生成论无疑对希腊神学和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最相近的形象就是巨蛇一样环绕着世界边缘的海洋。
(126)

 不过，词语*Akian未得到证实，因此这一词源是不确定的。

无论如何，Okeanos都有可能是黎凡特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名字。那么Atla-会不会只是它在埃及语中的成对词或对应者呢？埃及语单词ἰtrw通常被翻译成“河流”。不论ἰtrw是否同印欧语词根*wet（湿的、流动的）有亲缘关系——印欧语词根*wet经常在末尾带有-r，例如赫梯语中的wa-a-tar［英语中的water（水）］，它的语义范围无疑比河流更广。
(127)

 加上形容词ґ
 з（伟大的），ἰtr(w) ґ
 з（大河）也被广泛使用。这个词后来指的是尼罗河三角洲的一条或多条分流。不过，它也用来指“尼罗河的整个或主要河道”。科普特语形式的Eiero或Iaro被用来指代幼发拉底河、约旦河之类的其他大河，也包括多瑙河，这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来看颇为有趣。
(128)

 来自后期埃及语形式的迦南语借词是希伯来语的Ye˃
 ôr——到了第十八王朝，ἰtrw中的-t-似乎就被去掉了。与ἰtr(w) ґ
 з一样，这也被用来表示作为伟大河流的尼罗河以及其他大河。
(129)



《白日前往之书》更为人知的书名是《亡灵书》。在这本可以追溯到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75年—公元前1300年）的灵魂的引导手册中，ἰtrw的复数形式被用来表示永恒的河流。在后来的年代，人们似乎至少是用这个词来表示环绕着地球的河流或海洋。狄奥多罗斯写道：“埃及人用他们的语言谈起尼罗河时说的是俄刻阿诺斯。”
(130)

 公元5世纪时，上埃及作家赫拉波罗（Horapollo）也把尼罗河等同于作为世界创生地的大洋，用名词表示就是“深处”或“深渊”。
(131)

 因此，ἰtrw或ἰtr(w) ґ
 з可能指尼罗河或者大洋或者其他的大片水域。

尽管从ἰtr(w)或ἰtr(w) ґ
 з到阿特拉斯—阿特兰托斯的希腊语借词似乎取自河流/大洋的含义，但是在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与任意一种水体混淆的很大可能。因此，尽管没有什么可以证明ἰtr(w)或ἰtr(w) ґ
 з是Wзḏwr或yam的对等词，但它们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使用的，因为埃及人用Wзḏwr这个名字来表示作为整体的海洋和作为个体的爱琴海，后来又从迦南语的yåm（海洋）中借用了yam这个词。

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与锡拉火山爆发

现代学者经常把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及其在火中的毁灭与锡拉火山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两者的关联。
(132)

 对于将大西洋中的巨大岛屿同爱琴海中的锡拉岛的地理位置相混淆这一点，最可信的解释就是，考虑到ἰtr(w)或ἰtr(w) ґ
 з、Atla-和Okeanos的特殊联系，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柯里西亚斯或梭伦认为有必要把消失的岛屿同世界边缘的大西洋中的波塞冬、阿特拉斯和俄刻阿诺斯联系到一起。

在柏拉图的文本中，除了存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的混淆之外，似乎还存在着时间上的混乱，那是埃及人所说的第二中间期（也就是公元前18世纪—公元前17世纪）和第三中间期（也就是公元前12世纪）的混淆。柏拉图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国王，加上ἰtr(w)的正常含义，看起来很像是那些海洋民族的首领，也就是在公元前12世纪初攻打埃及的联盟首领。在拉美西斯三世的著名碑文中提到了这一联盟：“至于那些国家，他们在岛屿上进行了共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挡他们的军队。赫梯、靠德（Qode）、卡开麦什（Carchemish）、阿匝瓦和阿拉什亚（Alashiya）……他们的联盟……”
(133)

 这看起来很像上面引用的柏拉图的话：

现在，在这名为亚特兰蒂斯的岛上崛起了具有强大势力的国王联盟，他们首先统治了整座岛以及其他许多岛屿和大洲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海峡内，他们统治了利比亚，势力扩展到了埃及，对欧洲的统治远至托斯卡纳。因此这股势力集中力量，企图一举奴役你们和我们的国家，以及海峡内的所有地区。
(134)



上面引用的地理名称进一步显示出一种密切的关联，尽管拉美西斯的碑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但是在海洋民族组成的著名联盟中包括利比亚人，还有来自Trš或特沙（Tursha）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后来的伊特鲁里亚（Tyrsēnoi/Etruscan）人，这是可信的。
(135)

 如果柏拉图的文本指的是公元前12世纪，而且在海洋民族的入侵与数十年后“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南部之间存在对应，那么柏拉图关于雅典城邦的描述就是有历史根基的，尽管在他的描述中显然充满夸赞乃至夸张：

它是希腊人的领袖，后来其他城邦背信于它，它就孤军作战，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击败了入侵者，取得了胜利。它使那些尚未被奴役的国家免遭奴役，并且毫无保留地解放了我们所有居住在赫拉克勒斯之柱内的民族。
(136)



根据希腊传说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雅典和阿提卡的确抵抗了多利安人和其他北方民族，并为逃离入侵者爪牙的难民提供了避难所。
(137)



但是柏拉图描述的不仅是公元前12世纪的情形。在《蒂迈欧篇》的续篇《柯里西亚斯》中，柏拉图提到“那个时期的战争”时，将之与雅典国王凯克洛普斯、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厄里克托尼俄斯（Erichthonios）和厄律西克同（Erysichthon）联系在一起。
(138)

 然而，多利安人入侵时的雅典国王不是他们，而是梅朗图斯（Melanthos）和柯德罗斯（Kodros）。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定该对这样的信息重视到什么程度。这些年表，甚至这些国王的名字，都是非常不连贯的，让人无法信赖。不过我已经反复强调过，我认为人们可以从这些传说中筛选出可能具有史实性的内容。

刻于公元前264年的帕罗斯碑（Parian Marble）呈现了最完整的古希腊年表，其中凯克洛普斯的统治始于公元前1582年，《柯里西亚斯》中提到的其他国王是此后大约一个多世纪里的凯克洛普斯的继任者，这似乎与主流的雅典传统观点一致。
(139)

 凯克洛普斯这个名字可能指的是更古老的人物色梭斯特里斯，这会在第三卷中进行讨论。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帕罗斯的年表也似乎把时间推得太靠后了。根据传说，希腊史上最大的洪水，也就是丢卡利翁大洪水，发生在凯克洛普斯的下一任统治者克洛诺斯（Kranaos）统治时期。
(140)

 这次洪水与锡拉火山爆发之间或许存在关联，有可能是火山爆发后发生的海啸所致，也有可能像是由于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强降雨。当时的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降雨，类似情况很可能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假如这两大事件果真有关联，那么凯克洛普斯的统治时间就只能是在公元前1628年之前。
(141)

 不论情况如何，尽管也没有与后者相吻合的描述，但是柏拉图似乎是把关于战争、海洋民族入侵与希克索斯人入侵的描述混合在了一起，公元前18世纪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的情况会在下一章里讨论。我们甚至可以认真看待柏拉图的这段记述：

但是后来发生了频繁的地震和洪水，可怕的一日一夜降临到人们头上，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被大地吞噬了，亚特兰蒂斯岛同样沉入海底，就此消失了。
(142)



这一段里讲述的亚特兰蒂斯是否等同于锡拉呢？在《柯里西亚斯》中，柏拉图详细地描述了这座岛屿。他认为岛屿的名字来自第一位国王阿特拉斯，他是波塞冬的长子，还有更多的特征也是来自他的海洋本性。与《蒂迈欧篇》一样，这里的岛屿位于大西洋上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波塞冬在岛屿外围建起了一系列复杂的陆地和海洋，用地下通道把它的中心与外部连接在一起。
(143)

 柏拉图所描述的一些特点可能来自锡拉或卡利斯提在火山爆发之前的富庶情形。不过，这些建筑的象征意义，在对岛屿结构的描述中涉及的复杂详细的数学与占星术的数律分析法，以及岛上的巨额财富，都极大地遮蔽了内在的史实性。
(144)



波塞冬在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是最受崇拜的神灵，他与埃及的塞特相对应，根据埃及人的说法，塞特是希克索斯人全心膜拜的对象。岛屿同波塞冬的联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有关。而且，波塞冬是战车的庇护神，这类战车被希克索斯人引入埃及，或许也引入了爱琴海。
(145)

 不过，在海神波塞冬作为阿特拉斯之父以及海洋和毁灭性的地震的庇护神的故事中，可能存在的史实性已经被神话意义掩盖了。


 冰岛的海克拉火山喷发

我们讨论了把第二中间期和第三中间期联系到一起的政治和军事理由，现在似乎有必要重新考虑柏拉图或埃及祭司提出的第一个要点：“过去和将来都有很多次人类的毁灭，最严重者是火灾和水灾导致的毁灭，其他次要的灾难就数不清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埃及祭司所特指的是两大事件：公元前1628年的锡拉火山爆发和其造成的影响，以及公元前1159年海克拉火山的第三次喷发。前面提到了这两场灾难在中国造成的后果，对此下面还将进行讨论。这里我想探讨一下公元前12世纪的火山喷发给欧亚西部带来的冲击。

由于海克拉火山位于冰岛，因此最严重的影响自然会出现在英国。古气候学家克里斯·西尔（Chris Sear）和米克·凯利（Mick Kelly）指出：

［火山喷出的］烟尘在不列颠岛上造成了低压和低温。研究显示，由此产生的大量降雨加上极寒天气，致使苏格兰高地、南部高地、奔宁山脉（Pennines）、湖区和威尔士的农作物绝收。
(146)



考古学家约翰·巴伯（John Barber）推断，公元前12世纪中期不列颠北部出现了大灾难，变成了不毛之地。他和贝利试图将此与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联系起来。
(147)

 他们也提出，发生在高地的经济崩溃引起了社会动荡：

重大的灾难突如其来，数十万人不得不离开他们在高地的家园，到已有人居住的山谷和低地谋求生路。大范围的战争接踵而至，公元前12世纪下半叶，山谷中的聚落开始堡垒化。
(148)



不过，这场混乱有其背景。巴伯和贝利同意这一观点：在火山爆发前的几个世纪里，由于长期的气候变化，苏格兰高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不过，他们坚持认为，最后的崩溃是在火山爆发之后才发生的。

这些数据能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于其他地方呢？我们显然不可能认为，地中海东部盆地的社会动乱是在公元前1159年之后才出现的。海洋民族入侵并毁灭哈梯［（Hatti）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赫梯人的帝国］和其他国家，这是在数十年之前就已开始的，而爱琴海地区的动荡始于公元前13世纪晚期。这些事实似乎符合美国古典考古学家里斯·卡彭特（Rhys Carpenter）在数十年前提出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布赖森（Bryson）、兰姆（Lamb）和唐利（Donley）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强调了该理论。
(149)

 不过，最近的研究并没有探查到长期的衰败。而且，尽管进行研究的学者承认，希腊南部肯定发生了干旱，并且有一些可能持续了数年时间，但他们还坚持认为，更早的年代里也发生过类似的灾难，但是都没有造成人口锐减。
(150)



在第十一章里我会谈到，在公元前1470年左右到公元前1220年，也就是和平的埃及时期，埃及的谷物曾被运送到爱琴海地区，至少缓解了那里的饥荒。
(151)

 在第十二章中，我提出，正是这一政治结构和依赖政治结构的贸易模式的瓦解，导致了迈锡尼经济的崩溃，结果就是，以此为保障的高密度人口无法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得以维系。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类似于在不列颠出现的长期的气候恶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加速了海洋民族的入侵，但是在地中海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终结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政治上的，而非气候上的。
(152)



不管怎样，公元前1159年之后，形势无疑突然急转直下。在这之后，迈锡尼和梯林斯遭到毁灭，爱琴海南部的岛屿被多利安人占据，安纳托利亚南部被爱奥尼亚人占据，弗里吉亚人一路破坏，占据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位于现今伊朗的中埃兰帝国神秘瓦解。
(153)

 虽然我们无法将青铜时代末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灾难归因于海克拉火山第三次爆发，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贝利所揭示出的这次大规模火山爆发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影响，有一些也波及了危机最严重的年份。
(154)



因此，正如后来的文本把锡拉火山爆发与围绕着希克索斯人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联系在一起一样，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似乎也被视为公元前12世纪社会和政治混乱的一种表现。因此，柏拉图和他的前辈柯里西亚斯、梭伦不仅把希克索斯与海洋民族联系到了一起，也把锡拉火山爆发和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联系到了一起。


 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这一章前面曾提出合理的假设，那就是锡拉火山爆发就发生在夏朝被推翻之前，或许也促成了商朝成功地取代了夏朝。如果加上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从过去3600年间中国的整体历史进程上对其加以审视，对于人们了解火山爆发的影响会产生有趣的启发意义。不过，在考虑这样长期的影响之前，我想探讨一下锡拉火山喷发与历史记载中的夏朝覆灭的关系。

前面提到，彭凯文和周洪祥搜集了关于夏朝覆灭的资料，其中一些据称是出自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书经》（又称《尚书》），其他材料则出自之后一千年内的不同资料。这些资料描述了暗淡无光的太阳和月亮、多个太阳同时出现、干雾、灰尘自天空洒落、夏季霜降、庄稼绝收等现象。所有这些都符合微型的“核冬天”的情形，在公元前1628年似乎就出现过核冬天，人们认为这是由锡拉火山爆发造成的。
(155)



就彭凯文和周洪祥所提出的观点而言，他们所注意到的气象事件在相关时期的中国记录中并非唯一的。而且，有人批评说，他们只是基于一系列未经证实的假设而将欧洲的火山爆发与中国的朝代更替同步，这种批评并未得到回答。另一方面，如同我在这部书中反复提到的，所有关于史前时代或原史时代的概括性假说都是这样的，就连那些否认上述关联的假说也不例外。在包括这些领域在内的很多领域里，当证据不足以支持自然科学中的大多数结论，并且显然无法成为这些领域的公认观点的基础时，要求新方案提供证据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的至多是更高的可信度。这里我认为，对于锡拉火山爆发与夏朝覆灭之间的关联，彭凯文和周洪祥已经提供了足够确凿的解释，因此这种关联可以充当有效的假设。

如果彭凯文和周洪祥是正确的，那么一些古代中国气象记录所显示出的准确性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更认真地看待早期的历史资料。这些记录就包括《书经》，据说这部书是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编写的。20世纪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书经》基本上是由孔子和后来的作家尽职编撰的。新的气象学证据显示出，在很多情况下，孔子或许就如其所言，只是辑录了某些真实的古代资料，其中的一些文本的确可追溯到周朝早期甚或商朝。

除了对《书经》中若干部分以及《竹书纪年》中的商朝年表的证实之外，还要加上现代考古学的成果和下面将要讨论的甲骨文内容。这些新的信息资料显示出，对于许多中国古典作品的古老程度和准确性，我们需要进行重要的重新评估。

中国的传说无疑与夏朝和商朝这两个最早的王朝有关。不过，在19世纪晚期，西方和中国的学者受到了流行的实证主义和怀疑论的影响，认为这些内容大部分或完全是儒家学派和后来其他学派的哲学家出于道德说教目的杜撰出来的。因此，就如同对西亚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历史研究一样，中国史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是把传统的王朝年代推后，缩小古人旅行、征服或接触交流的地理范围。

在西方，“良知论”的研究方法几乎是不受阻碍地继续了下去，但是在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大规模的考古发现无情地动摇了这种思路的基础，那就是大量刻在“占卜甲骨”上的卜辞。古人把这些甲骨加热并使之形成裂纹，他们认为这些裂纹是祖先神对祈问的回答，并且会把这些刻到甲骨上。这些甲骨通常出土于传统上和商朝联系在一起的遗址中，人们发现甲骨文中包含有商王的名字，所记录的帝王之间的关系非常符合传统认定的历史顺序。自1949年以来，大规模的考古学活动继续加深了这一传统的可信度。而且，如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碳14的测年结果尽管并没有得出与某些传统说法相同的古老年份，但是仍然与持怀疑论的学者认为的较近年份相差较远。

不过，20世纪的主流精神并不会如此轻易地退让。甲骨文是有关商朝的唯一被接受的资料。关于这一朝代的传统资料，尤其是《书经》中的记述，被视为是不可利用的；而且，仍然存在着完全否定夏朝具有史实性的倾向，尽管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支持夏朝的存在。

对《书经》的怀疑实际上由来已久。孔子的追随者孟子在公元前4世纪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156)

 不过，对于孟子和很多后来的学者来说，最好的途径显然就是相信《书经》某些部分的内容，同时舍弃其他部分。20世纪30年代，当怀疑论者风头正劲时，汉学家顾立雅（H. G. Creel）否定了这一语料属于孔子的时代，认为包括《汤誓》（Oath of Tang
 ）在内的很多著作“无疑是前孔子时代的”。
(157)

 他有意选择了“前孔子时代的”这种模糊的说法，这在本质上只是意味着孔子提到了，或引用了这份资料。不过，那些显然属于反常现象的气象学证据，无疑在气象学层面上支持了与夏商周三代有关的其他文本中所引用的观察结果。这些加在一起就使《书经》的某些部分的真实性变得非常可靠，它们不仅是“前孔子时代的”，而且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或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早期，甚至是公元前17世纪的商朝早期，据称这些文本就出自这个时期。

轴心时代的谬论

要认识对《书经》和《竹书纪年》这些篇章所写时代的怀疑，我们需要考虑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良知论”，以及被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清晰表述为“轴心时代”的影响广泛的相关概念。

根据这一方案，公元前一千纪中期，通过思想观念的神奇散播，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了文化突破，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伊朗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印度出现了佛陀，中国出现了孔子和道教鼻祖老子。
(158)



由于涉及伊朗、印度和中国，这一方案在提出时不像其他同时期的方案那样以欧洲为中心。不过有趣的是，这一突破的本质显然是不明确的。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提出了一个操作型定义，他在以轴心时代为主题的两次会议中使用了这个定义：

如果在所有这些“轴心”活动中仍存在某些普遍的潜在推动力，我们就可以将之称为趋向超越的极限。……我这里所指的是与这个词的词源含义相近的东西——向后站，向远看——对于现实和远处的新视野进行思辨性的质疑。……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超越性的突破上……我们强调预言家、哲学家和智者等小群体的认知，但他们或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只产生了非常小的影响。
(159)



这里的描述完全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公元前三千纪和公元前两千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群体的情况。人们为什么会坚持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转变呢？在某些方面，整个方案可被视为雅利安模式的结果和强化。轴心时代的概念否定了青铜时代文明在科学、哲学和宗教上的重要性，也就否定了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和埃及是希腊乃至欧洲文明的源头，同时将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定位成了“真正的文明”的先驱与中心。
(160)



在本书第一卷里，我对轴心时代的概念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它影响了希腊。
(161)

 涉及伊朗的情况也令人怀疑，因为现在有证据显示，伟大的宗教改革者琐罗亚斯德生活在公元前两千纪。
(162)



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说，他只是古代文化的传播者。他出生于公元前550年，但是他似乎毫无困难地看到了在那之前一千年左右的精英阶层是如何以“儒家的”方式生活的。
(163)

 人们越来越相信《书经》中一些内容的古老程度，因此，在公元前两千纪晚期甚至中期，可能存在着完全“儒家的”世界观。这样，支撑“轴心时代”概念的来自中国的理据就同样显得不牢靠了。

夏朝和商朝的年表

现在看来，夏朝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628年后的10年或20年内结束的。了解一下之前对于朝代更迭时间的界定，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彭凯文的结论是，夏朝约在公元前1600年覆灭，而在20世纪50年代，颜慈（Perceval Yetts）就已经根据司马迁和《竹书纪年》的年表推测出了这一时间。
(164)

 另一方面，研究商朝的顶尖的西方历史学家凯特利（David Keightley）也根据甲骨上记录的天文学数据尝试着提出了公元前1460年这一年份。
(165)

 不过，另一位杰出的商朝史专家张光直（K. C. Chang）不赞同天文学数据，而是支持基于早前对商朝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所得出的公元前17世纪早期这一时间。
(166)

 正如这章前面提到的那样，来自商朝最早的都城的信息显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就建立了。
(167)



锡拉火山爆发的宗教影响

锡拉火山爆发似乎对中国的宗教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冲击。在“宗教”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看，火山爆发对其的影响似乎不那么持久。在公元前1620年夏朝结束后不久，似乎一度出现了对天和最高神灵上帝真实的敬畏。根据同时代的人和500年后的作家的记述，商朝创建者汤说过一段似乎具有《圣经》意味的话：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僣，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
(168)



20世纪最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冯友兰指出，“在不到150个汉字的《汤诰》中，天和上帝重复出现了三次”。
(169)

 因此，新教传教士喜欢汤王这个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19世纪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 F. A. Gützlaff）就写道，“他反复呼告上帝，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个虔诚的王子，对真神有所了解”。
(170)



不过，在中国，天的超常力量被以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削弱了。首先，下面还要谈到，人们自始至终认为收回天命的原因是朝代最后一任统治者的放荡行径，这会引起自然的不平衡。因此，这里就出现了清晰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过，到了商朝末期，在中国只有帝王家族才能够与天对话。在中国，要为灾难负责的是朝代而不是人，这与以色列等地的情况不同。其次，与以色列的传统迥然不同的是，在中国，通过强调这种事件的规律性、循环性乃至“季节”特性，人们会试图夺去上天随意赋予某位帝王的权力。

政治影响：天命

锡拉火山爆发和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体现在中国有关“天命”的宗教—政治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在考察这一概念及其与火山爆发的可能的关联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一下古代中国人会如何看待帝王的角色和“天”的性质。

美国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最近在综述他所说的“早期文化倾向”时，认为公元前1000年以前中国的主要特点是强大的祖先崇拜和等级制的家族模式，其中亲缘关系极其重要，尽管他接着就强调这并没有削弱个人的地位。他认为家族模式不仅是大宗族的核心，而且对社会甚至自然都有影响。他提出，在中国，在等级制家族和国家中间，平等的、竞争的“公民社会”概念与其他国家相比要更为脆弱。
(171)



与家庭和国家直接相连的是，皇帝和帝王家族成了世界的缩影，是人与天之间的唯一关联。史华兹相信，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史华兹简化了他的观点——夸大了中国宗教和思想中的无处不在的神或泛神论现象，不够重视帝或最高神灵上帝和天的超验作用。

史华兹认为帝王垄断了人与天之间的联系，他坚持说，在中国传统中萨满教或对灵魂附体的膜拜没有地位，而在其他文化中，萨满的灵魂会离开躯体，升到天上。这一观点似乎需要附加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帝王作为唯一统治者的形象似乎只是始于夏朝中期，更早的统治者则是诸多君主的首领或霸权者。
(172)

 同样，或许是在商朝中期之后，帝王才被视为天与地之间唯一的沟通者。在那之前，帝王似乎得到过“方士—经师”群体的帮助，但是到了商朝末期，他们的作用几乎就完全从属于帝王了。
(173)



即使只考虑较晚的时期，我也认为史华兹对萨满教在中国的作用的否认是过于仓促了，在中国，萨满教传统远比他所说的强大得多。史华兹也没有把萨满教和道教以及其他观念中的“灵知”联系到一起，这种观念认为得道之人能够羽化成仙，对此李约瑟已经进行了清楚的介绍。
(174)

 但是就商朝末期之后的情况而言，史华兹强调了帝王作为居间者的核心作用，并且还强调说，在这方面中国比其他古代社会更进一步，在其他社会里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到天的力量，或者至少祭司群体可以这样。
(175)

 在这些观点上他显然是正确的。

在此，我们要考察过去三千年来主导中国历史的三个相关概念。它们就是天、天子和天命
 。现代的中西方学者对于“天”的含义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就是指天空，也有人认为它所代表的超凡力量等同于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上帝或主。20世纪中期，主导了西方的早期古代中国研究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认为，商朝甲骨上的字符形式[image: ]
 是拟人化的神灵。
(176)

 从这个字符的形式来看这似乎是合理的，但是研究甲骨文的日本专家岛邦男（Shima Kunio）坚决反对这种观点，现在岛邦男的主张仍然占主导地位。
(177)



在商朝和商朝之后，中国人的“天”的概念既包括天空也包括超凡的神灵，但是仍以作为“庄严的天穹”存在的天为核心。
(178)

 一些学者表示，在商朝不可能存在把天视为神灵的概念，因为甲骨文中表示“大”和“天”的字符经常是混淆的，后者只比前者多出了上方的一条横杠。但是我们对此不应过于较真，因为在公元前两千纪时，这些刻在甲骨上的字符似乎已经是非常古老的了。而且，在商朝，大多数的“天”字都写成上方加一个圆圈而非一横。
(179)

 无论如何，大多数学者今天都认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是在商朝时从西部的周国发展起来的，周国后来发展成了推翻商朝的周朝。他们的理据是，在商朝甲骨文中“天”不具有宗教意义。
(180)

 虽然商朝对神圣的“天”的关注要比这更宽泛，但是在周国无疑存在对天的特殊崇拜，从周初开始对这种崇拜的兴趣更是风生水起。

商朝的皇帝被称为“帝”神，至少在商末，他们自身被视为强大的神灵，地位仅次于作为祖先的先祖或“帝王之帝”的“上帝”。
(181)

 这种神圣化的模式在周朝被加以改动，“帝”这个词似乎变得不那么流行，死去的周朝统治者则被认为是生活在天上。而且，到了周朝初期，帝王开始被称为“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其传统原因就是帝王把天敬奉为父。

与“天子”的称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帝王接受了天命的观念。这一概念也是在周初形成的。在《诗经》的《周颂》中就经常提到天命，人们已经广泛接受了它出现得很早这一事实。
(182)

 《诗经》上说，“天命无常”。
(183)

 据信，帝王的错误统治可以搅扰自然的进程，以至“天”会降下异兆进行干预，包括洪水、干旱、地震、畸形儿的出生，等等。此时的天是最高神或管理者，或者仅仅是一个无为的施动者。

现代对这一传统的普遍解释是，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策略，旨在把天命转交给新的统治者，由此赋予篡位者合法性。而且，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中，人们总能找到“反常的”事件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周朝早期无疑已经形成了这种改变天命的观念。商朝对于“天”的认识并不确定，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概念在该朝代并不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不过有趣的是，凯特利推测，在商朝有可能存在“帝命”的概念。
(184)

 我无法确定的是，证实了周国和周朝存在“天”的概念之后，是否就可以把这一概念限制在这一地区和这一时期？早期的周朝统治者声称获得了天命，而商汤则在向我们暗示，我们不应轻易否定《尚书》中那些据说出自商朝早期、与天命相关的文本的真实性。

如果在夏朝和商朝末期都出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它们又会如何改变我们对天命的认识呢？夏朝人晦涩的重要声明或许具有意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185)

 如今看来，这可以被视为出现自然造成的“核冬天”时宣誓效忠的有力证明。

公元前两千纪中期或晚期存在有关自然灾难和朝代更迭的文本，这减轻了我们对新王朝创始人的声明的怀疑，他们声称，若非天从此前的统治者那里收回了天命并将其重新赋予他们，他们就不会起而反叛。这反过来也有助于解释一个核心性的悖论，那就是为什么一个文明在如此强调帝王家族是天与人之间的唯一桥梁的同时却又会做出推翻前朝帝王的激进之举。不过，要是认为自然灾难本身可以使朝代终结，就几乎没什么道理了。夏朝的灭亡似乎需要三个条件：政治危机、另一个帝王家族的存在、大灾难。三者缺一不可。在夏朝和商朝覆灭时，这三个条件都同时存在。夏朝开始时就存在商和周的王子和诸侯国，古代的大事记详细记录了政治危机，现在我们也了解到了自然灾难的存在。

因此，锡拉火山爆发似乎是商朝成功建立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正如我们看到的，商朝灭亡时的情况并不明确。不过，商朝是在建立大约500年后被推翻的，而且也可能与自然异象有关，这些似乎都促成了500年的周期循环模式的建立。在汉朝，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这种模式显然与五星连珠的现象联系到了一起，这种天文现象每516年出现一次，孟子在提到每500多年会诞生一位新的王者时，或许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186)

 前面提到，公元前1953年的确出现了五星连珠的现象，这大约就是夏朝开始的时间，此后出现五星连珠的时间也被人为地描述成与周朝和汉朝的开始时间相吻合。
(187)

 因此，尽管前面谈到宗教上的影响只是短期的，但是到了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人们似乎已经确立或重新确立了神无处不在的原则，并把天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主导。这样的循环模式似乎适合中国这种处于非热带的农耕文明，这里的基本气候结构就是四季的循环更迭。

还有一种证据似乎可以支持火山假说，那就是，周朝晚期的一些思想家曾经感到惊奇，为什么过了500多年仍未出现天命的改变。
(188)

 代替其出现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诸侯争霸，留给周朝帝王的是一个小国和完整的“宗教”核心地位。这可以用纯粹的政治话语来解释，原因就是帝王缺乏统治其他封建统治者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过，这时并没有出现像夏朝和商朝末期那样的诋毁和怀疑，这或许正是由于缺少毁灭世界性的自然灾难。

有趣的是，这种世俗霸权模式后来在日本得到采用，成为幕府统治的形式。天命的概念在日本并不存在，据称帝王家族并没有出现中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尽管在日本，火山爆发和其他自然灾害频发，但是由于日本帝国是在公元一千纪初才建立的，锡拉火山爆发和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那样的自然灾难并没有与政治危机同时出现。

而在中国，天命可废的传统如此强大，秦庄襄王得以在公元前249年利用这种传统观念夺去了周朝最后一个帝王的宗教和世俗权力。这就为中国自此以后持续不断的朝代更迭传统创下了先例。

公元前4世纪，孔子的后继孟子看出了天命的另一种表现，认为失去天命的迹象就是人们离弃不仁义的统治者，转向新的统治者，就如水向山下流。
(189)

 孟子以人们的选择作为天转移天命的表现——民意即天意（vox populi vox dei）——标志着正统的儒家传统的创立，根据这种传统，大众的反叛可以创立一个新的合法王朝。

日本人选择了用Kakumei（除去了授权）来表示西方的“revolution”（革命）一词。不过，在一个间接获得这一概念的文化中，这样的词语缺乏汉语“革命”一词的效力。从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开始，20世纪的革命者就认为自己代表了新的天意，因此在传统意义上是合乎法理的，而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是一样。
(190)



在毛泽东开始执掌政权时，他的形象很容易就被等同于天的儿子，尤其是开创秦朝并重新统一中国的始皇帝。这在传统意义上赋予了他改变世界以适应新时代的权力。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旧政权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时的不团结、农民的不平等地位和令人绝望的经济情况、传统的平等观念所受到的冒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本人的睿智。无论如何，天命和除去天命的传统政治意义在中共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政治和社会变革与自然灾难之间的联系从不曾消失，这一传统一直具有生命力。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离世，还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唐山特大地震，这些都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许标志着天命的移除。无论如何，1949年和1976年的两次重大变革需要的实现条件，都体现在互相矛盾的“天的儿子”与移除天命的传统观念之中，而移除天命是由自然灾害和大众运动表现出来的，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夏朝覆灭之时，部分上也可以追溯到锡拉火山爆发之时。


 锡拉火山爆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锡拉火山爆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范例，显示出不同文化对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反应。中国的情况与西亚形成了有趣的对应和对照。不论是否同意波默朗斯把出埃及的传说与锡拉火山爆发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毋庸置疑的是，以色列文化是清楚地了解自然灾难的毁灭性影响的。在几乎可以肯定是公元前1628年之前的传说中，以色列的神灵主要是动乱之神，他就如同埃及的塞特和希腊的波塞冬，直接负责地震、大潮、火灾和水灾。因此，这类灾难就证实了他的威力和他的民族的威力，哪怕族人就是牺牲者！而且，他有力量选择在任一时候打击任一地点。无论如何，以色列的方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他们认为，产生灾难的原因在于受到灾难影响的人是有罪的。

在以色列的传说中，人们强调不可测的灾难可能从天而降。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更关心洪水而非火山，这也不足为奇。关于洪水的神话早于锡拉火山爆发的年代。我们在这一章里已经讨论过，希腊传说中的大洪水有很多因素是从更早的近东传说中引借来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丢卡利翁大洪水的传说，而他的妻子名叫皮拉（意味着火）。人们普遍认为这发生在公元前两千纪。

在其他地震事件中，另一个可能体现了锡拉火山爆发的希腊传说是雅典娜和波塞冬之战，雅典娜是秩序女神，波塞冬则是动乱之神，尤其是大海和地震之神。对此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讨论过。
(191)

 不过，有关大灾难的希腊传说在整体上不如以色列和中国的传说那样有力度。

矛盾的是，有关灾难的希腊传说尽管缺乏力度，却有可能是从灾难中直接产生的。正如埃及祭司告诉梭伦的那样，在希腊传统中存在着严重的断裂，他们将之归因于灾难。在希腊发生过频繁的地震和锡拉火山爆发，却缺乏关于灾难的传说，这是因为怡人的地中海气候并未发生变化。另外，希腊传统是依赖于埃及的，在埃及，不受控制的超凡力量是最不起作用的原则。如果我们相信柏拉图，那么公元前6世纪的埃及祭司就是完全了解毁掉其他国家的周期性的大火和水灾的，但是他们笃信埃及本身总会被尼罗河拯救。

在作为整体的古代埃及文化中，太阳、星辰的运行和尼罗河水的泛滥都既复杂又具有可以预测的规律性，而且通常对人类有益。而在希腊，尽管有悲剧或“尼采式的”悲剧人性观，尽管宙斯和波塞冬喜怒无常，但是人们对待自然的主导观念仍然是这种整体积极向上的态度。


 结论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锡拉火山大爆发对于世界史产生了长期持续的巨大影响。它的影响似乎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中国最为持久，但是如果考虑到只有中国拥有自公元前1628年以来持续未断的文化史，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其他主要的同期文明，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兰，都已消散如烟。一些提到火山的传说在希腊和以色列得以保留下来，但是正如埃及祭司所指出的，希腊人并没有长久的文化记忆。至此，我们必须回到这本书的核心主题上，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对于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地中海东部的历史，新获得的自然知识和我们新得到的火山爆发年份都能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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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克索斯人

我在前面几章所强调的内容中，有两点可以被称为公元前两千纪年表的两个“锚地”或基点。第一点在第五章中已经讨论过，就是以森乌塞特三世统治第七年为基点所确立的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年表。根据记录，在这一年，埃及阳历新年的开始与标志着尼罗河开始泛滥的天狼星的上升恰好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如果当时的观测是在孟菲斯进行的，时间就应该是公元前1872年，这似乎是合理的。这种时间的重合多年里一直受到埃及学家的注意，帕克在1950年确立了从公元前1991年到公元前1786年的完整的王朝年表。不过，帕克等人接着开始重新审视传说认定的法老统治的年限，最后他压缩了法老统治的时间长度，并延长了所有共同摄政的时间，这样得出的该王朝的持续时间就缩短了42年，被定在了公元前1801年到公元前1979年之间。前面提到，在引用象岛观测结果的基础上，德国埃及学家新的倾向是把这一基点向后推42年。
(1)



第二点是把公元前1628年作为锡拉火山爆发的年份，而不是公元前1450年或公元前1500年，上一章对此已进行了详细讨论。

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年表几十年来已经得到了普遍接受。将锡拉火山的爆发判定为更早的时间，就意味着对低位年表的否定。这样的年表主要是由欧洲中部的学者制定的，他们主导着对埃及第二中间期历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从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第十二王朝和中王国结束开始，一直到公元前1570年新王国和第十八王朝兴起为止。

几乎可以肯定，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在公元前18世纪晚期受到了黎凡特人的大举渗透或入侵。这一章关注的就是这些迁徙和“希克索斯人”的性质。从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曼涅托开始，这些外国人就被称为“希克索斯人”。不过，这个名字的埃及语原型ḥḳз ḫзst（山地国家的族长）被证实在“希克索斯”时期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有使用。

第八章会对希克索斯人的种族构成这一历史学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争论主要在这样的两方中展开，一方认为希克索斯人只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讲迦南语的邻近居民，一方认为希克索斯人包括北方的胡里安人，甚或还有来自高加索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雅利安人成分。前者的理由是，“Hyksos”（希克索斯）或ḥḳз ḫзst总是含有首领或统治者的意思，却从没有任何特殊的种族意义。与此相反，后者依循了曼涅托的主张，曼涅托把“希克索斯人”描写成“不明种族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来自遥远的“东方地区”。

到了19世纪80年代，人们试图把希克索斯人等同于胡里安人。胡里安人的语言既不是闪米特语也不是印欧语。那时，胡里安人被视为后来的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融合，因为他们来自遥远的中亚。从那时起人们就认为，到第2中间期时，胡里安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及附近的山区即使没有生活了数千年，至少也生活了很多个世纪。

无疑，在公元19世纪后期反闪族主义呈上升态势时，认为强大有力的希克索斯人来自北方，要比认为他们是本地的“闪米特人”更加有吸引力。人们对胡里安人和他们在公元前两千纪繁荣兴盛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东部的米坦尼王国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人们发现米坦尼人以印度神灵的名义起誓，他们的一些国王拥有雅利安语的印度名字，而他们使用的一些与驾驶双轮战车有关的词语——他们以利用马匹和双轮战车而闻名——同梵文中的相关词语非常相似。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印度—雅利安语的使用者——也就是与印度语而非伊朗语相似的印度—伊朗语的使用者——征服了胡里安人并保持了对胡里安社会的主导权，使后者获得了活力，横扫了亚洲西南地区。

这一观点曾一度广为流传，特别是得到了印欧语学者和古代史学家的支持，但是也遭到了很多埃及学家和巴勒斯坦的一些考古学家的反对。他们看不出有什么考古证据能够证明此时在巴勒斯坦或埃及存在“北方人”。他们似乎还对能够引起轰动或广为流传的事件持有专业上的反感，也不喜欢外界插足他们的学术领域。而且，随着反闪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变得更加极端，很多自由学者也越发憎恶这样的历史模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具体应用。

“二战”后，这种“专业—自由的”思潮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氛围中成为主导。1950年后，希克索斯人的“入侵”通常被认为是讲闪米特语的人缓慢而温和的渗透，这些人与很多埃及人有合作关系。要否定关于胡里安人的旧的假说，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采取被普遍接受的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中间年表或低位年表，这样就可以显示出，由于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没有胡里安人活动，那么胡里安人不可能在这之前100年就向南深入埃及。不过，如果接受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长”或高位年表，就会消解掉对胡里安人假说的这一反对。

胡里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都与轻型战车的发展和使用相关，传播论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他们获得军事胜利的原因，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几乎或完全没有马和双轮战车的踪影，而在第十八王朝和之后的王朝里，它们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反对把胡里安人和希克索斯人联系到一起的学者们直到最近还认为，由于埃及最早提到双轮战车是在希克索斯统治末期，因此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从最初就在埃及存在。不过，20世纪60年代，在与希克索斯人有联系的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的墓葬中发现了马或至少是马科动物的遗骸。因此，似乎没有理由否认这一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观点，即马和战车随着希克索斯人一起进入了埃及，希克索斯“入侵”与胡里安人的扩张直接或间接相关，而且，讲印度—雅利安语的人可能也参与了这一过程。

令人不安的是，所有这些观点都与雅利安主义者甚或纳粹的观念相仿，都把印欧人描绘为“优等种族”。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确地区分开个人的偏好与实际的可能性。我在第一卷中指出，即使某些论述迎合了令人厌恶或不道德的理据，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这些论点或论据不成立。雅利安模式在此似乎是有效的，这与印度北部的情况相似，但是不同于古希腊的情况。

不过，这里所说的“有效”是相对的。在希克索斯人迁徙的过程中，胡里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存在的意义似乎只体现在军事技术上；匈奴人在欧洲没有产生长久的影响，虽然土耳其人曾经构成了印度莫卧儿人的核心，但是他们最终也没有在那里留下任何痕迹。这些范围广泛的活动的结果就是打破了当时存在的政治结构，使各国文化相互融合——日耳曼语言和“文化”进入了西罗马帝国，波斯文明进入了印度。同样，希克索斯人带到埃及的物质和语言文化，似乎主要来自相邻的迦南人。而从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70年，主导下埃及的，就是这种加上了某些“蛮族的”因素的埃及—黎凡特文明。


 第十三王朝年表：埃及的混乱状况

我在第五章中提到，我们很幸运，能够获得一份相对完善的第十二王朝年表。与此正好相反，紧随其后的就是埃及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对这个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因为埃及年表直到最近一直是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年表的基础，包括黎凡特、塞浦路斯、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地区。因此，任何根据这些地区的陶器证据重构埃及历史的努力都是在做循环论证。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因为独立的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基点，尽管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连这一中间期的开始时间都引起了争论。第五章已经提到，我在这本书中选择了折中的公元前1801年。
(2)

 引发争论的还有第二中间期的结束时间以及第十八王朝和新王国的开始时间。加德纳在《法老的埃及》（Egypt of the Pharaohs
 ）一书中认为这一时间是公元前1575年，这代表了传统观念。不过《剑桥古代史》界定的时间是公元前1567年，大多数德国学者则认为是公元前1550年，甚至有人激进地将之定为更晚近的公元前1539年。

不论赞同哪个日期，我们所考虑的时间间隔都在211年到260年之间。这一间隔期限必须能够涵盖与第十三王朝和从北方入侵的希克索斯人的王朝相契合的时间点。在公元前3世纪写成的《历史》中，曼涅托或他的抄写者把希克索斯王朝划分进了埃及第十五、十六和十七王朝中，尽管其中多有重复。所谓的第十四王朝似乎是由三角洲西部的本土统治者构成的。现代埃及学家用“第十七王朝”指代底比斯的埃及君王，其子孙后来驱逐了希克索斯人，重新统一了国家并建立了第十八王朝。
(3)

 于是，第十三王朝可能与一些希克索斯统治者的统治时间重合，并且至少可以肯定，后者在很多年里与第十四王朝和“第十七”王朝共存。

这一时期的混乱不仅意味着有很多国王同时统治，而且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并不稳固且统治时间短暂，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建立起多少纪念碑，我们也无从推知他们统治了多久。而且，刻在石头上的公元前13世纪的阿拜多斯和塞加拉（Saqqara）国王名录绕开了这一时期。第十八王朝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卡纳克名录》（Karnak Table
 ）包含了这一时期的法老名字，但是很多都与其他真实的和杜撰的名字混淆了。
(4)

 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都灵纸草》值得重视，纸草上的国王名录始自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第十九王朝，也涵盖了这一时期。但是，第二中间期后半期的记录只是残缺的片段。《都灵纸草》显然原本系统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法老名字和他们的统治时间，尽管其中的一些似乎是幻想出来的。不过，《都灵纸草》如今只剩下了一些这样的残片，残片上各有一个或若干个名字。一丝不苟、富有魅力的海因里希·伊布舍（Heinrich Ibscher）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这些名字进行了排序，尽管他不懂埃及文，但是他对纸莎草书的“感觉”非常敏锐独到。
(5)



由于一些显然无法逾越的困难，我们也很难借助于曼涅托的《历史》。首先，保存于后世史书中的这部作品的片段往往互相矛盾。其次，它们给出的王朝持续的时间大于第十二王朝到第十八王朝的时间总长。其中一些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似乎是太长了。最后，我们能够在第十五王朝的纪念碑和文献记录中查询到的法老世系与曼涅托给出的完全不同。因此，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曼涅托的工作是可靠的，可以由此重构古埃及历史，但是他的记录是不连贯的，就这一时期而言只有非常有限的价值。
(6)



我们唯一能够用于这一时期的相对确切的年代，来自政治秩序完全瓦解之前，也就是第十三王朝的最初几年。在第十三王朝开始时有两位法老，在他们各自统治了整个埃及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就是六年没有法老的阶段。对那之后的情况，我们直到最近还是一片茫然。

对于第十三王朝的年代界定，来自外部的唯一重要线索就是，一位名叫安汀（Yantin）的毕布勒王子曾经向法老耐夫侯特普（Neferḥotpe）献礼，人们认为这位王子是毕布勒王子安汀·哈姆（Yantin Ḫammu），他与马利国王兹姆里—利姆（Zimri-Lim）属于同一时代。奥尔布赖特表示，这两个具有共时性的事件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730年左右，很多埃及学家都支持他的这种说法。
(7)

 不过，奥尔布赖特依据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低位年表，这给大多数学者带来了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应该考虑中间年表。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埃及学家基钦（K. A. Kitchen）认为安汀统治了25到30年，根据中间年表或低位年表给出的兹姆里—利姆的统治时间，即公元前1775年到公元前1762年或公元前1705年到公元前1685年，从时间上看，安汀就有可能向耐夫侯特普表示臣服。
(8)

 沃尔夫冈·黑尔克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按照美索不达米亚的低位年表可以解决共时性的问题，但是黑尔克指出，如果依循中间年表，就必然要把献礼的安汀与安汀·哈姆区分开来。
(9)

 克劳斯（Krauss）新划定的埃及低位年表使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基钦在20年后就此写作时，不得不把埃及的高位和低位年表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间和低位年表进行排列比对。不过，由于他把安汀的统治时间定在了25年到30年间，就仍能使安汀与耐夫侯特普处于同一时代。
(10)



所有这些计算都基于同一种假设，就是耐夫侯特普的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1730年。这与《都灵纸草》上的名字顺序大致相符。不过，它呈现出的历史问题是，从耐夫侯特普的纪念碑看，他似乎是强大的统治者，不仅控制着整个埃及，也对毕布勒施加有影响。然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此时正是希克索斯人即将从叙利亚—巴勒斯坦侵入或渗透到埃及的前夕，因此，耐夫侯特普的强大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奥尔布赖特提出安汀与耐夫侯特普的共时性之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调整《都灵纸草》中的法老顺序，并且把耐夫侯特普和在他之前相对强大的法老叟伯克侯特普（Sebekḥotpe）的统治时间定为公元前18世纪初期而非末期。
(11)



如果接受美索不达米亚的长年表，奥尔布赖特提出的共时性就会面临更加尖锐的问题。这是因为，兹姆里—利姆的统治时间变成了公元前1831年到公元前1818年之间，这时已接近第十二王朝末期。我们知道，毕布勒的另两个王子与第十二王朝最后两个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阿蒙涅姆赫特四世是同代人。根据帕克的说法，他们的统治时间分别是公元前1859年—公元前1814年和公元前1814年—公元前1805年。这样安汀·哈姆的统治就是在第十二王朝末期之前，也就是公元前19世纪30年代和公元前19世纪20年代。尽管将二者等同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是这个安汀不可能是在第十三王朝时向耐夫侯特普献礼的安汀。如果这两个安汀会是同一个人，那么我们就要脱离作为确立第十二王朝年表基础的天狼星时间，把该王朝结束的时间提前数十年，改成公元前1830年。虽然在前面提到的两种定年基点中，天狼星时间更不牢靠，与休伯提出的长年表或锡拉火山在公元前17世纪喷发的时间相比更应被质疑，但是如果我们改变这种定年，肯定就会引起更多的年代混乱。更简单的做法似乎就是根据各种理由，按照黑尔克的做法，认为有两个安汀，也就是放弃两个安汀是同一个人的看法。两个毕布勒王子的名字完全有可能相仿甚至相同，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公元前18世纪有两个名叫阿比舍姆（Abishemu）的王子。
(12)



在奥尔布赖特的文章首次发表后，所有的学者都把安汀的君主耐夫侯特普的统治时间定为公元前1730年左右，即使这并非两人同属一个时代的必要前提。尽管这有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斯托克的看法，他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提出，法老耐夫侯特普和叟伯克侯特普的统治时间是在公元前1780年到公元前1760年之间。
(13)

 这种看法的优势是可以保证，在希克索斯人到来之前还能有数十年的时间，期间埃及在黎凡特只具有受到削弱的势力或彻底失去了影响。无论采取哪种精确的年表，第十三王朝和公元前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政府都是软弱无能的。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比第十三王朝年表更加复杂难解的问题，也就是以希克索斯人为核心的问题。


 第十五王朝年表：希克索斯统治的开端

希克索斯人入侵或渗透的性质会在下面讨论。这里我们关注的只是年表以及希克索斯时代是从何时开始的。一种回答就是，该时代始自第十三王朝末期。

因此，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可能始于公元前1650年左右。曼涅托提到了第十五王朝有“来自腓尼基的六位外国国王”，但是，关于这些国王的名字和排序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分别出自早期的基督教年代学家阿菲利加努斯（Africanus）所录的曼涅托作品摘要以及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大段引用中，对此将在下面讨论。这些统治者的统治时间加到一起是250年到284年间，这显然不可能。
(14)

 不过，基督教教父和年代学家尤西比厄斯提到过，希克索斯的第十七王朝有一些类似的名字。柏拉图《蒂迈欧篇》的训诂或评论给出的这一王朝的持续时间更短，是103年。
(15)

 这事实上非常符合《都灵纸草》中就国王统治时间给出的108年的期限。因此一些埃及学家推测，希克索斯的第十五王朝大约始于公元前1650年，终于公元前1540年。
(16)



这种解释需要把第二中间期的结束和第十八王朝的开始定成更晚近的时间。就如第十二王朝的情况一样，第十八王朝的基点就来自对天狼星升起的观测或天狼星定年，这在第十八王朝的记录中发生在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统治的第九年。直到近年，埃及学家一直认为这一观测是按照惯例在孟菲斯进行的，并且根据统治时长提出该王朝始于公元前1570年左右。
(17)

 不过学者们最近指出，由于在进行观测时底比斯是埃及的行政中心，记录有天狼星定年的纸莎草书就是在这里发现的，那么观测地点就应该是底比斯。这样的观测地点会把阿蒙霍特普一世统治第九年的时间推后，而王朝开始的时间就会推后20年，变成公元前1550年。德国学者克劳斯更进一步，他认为当时的观测是在位置更靠南的象岛进行的，因此王朝开始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539年。
(18)



最后的这种观点也有道理，因为尼罗河洪水据信就是从象岛开始泛滥的。不过，在象岛和底比斯观测的可能性不如在孟菲斯或邻近的赫利奥波利斯的可能性大，因为后者是传统上进行天文观测的地点。
(19)

 因此我们就应该考虑，虽然公元前1570年和公元前1550年左右都可能是第十八王朝开始的时间，但二者都不太可能为处于公元前1650年后的第十五王朝挤出103—108年的时长。

不过，对于第十五王朝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这样的说法，我们又能相信多少呢？《都灵纸草》似乎是可信赖的，可是保留下来的王表中没有多少关于该王朝的记录。和曼涅托一样，《都灵纸草》声称有六位希克索斯统治者。我们也从同时代的资料中得知，最后一位国王名叫Ḫmwdy或Khamudi（哈姆迪）。哈姆迪之前的统治者的名字未能在《都灵纸草》中保留下来，根据曼涅托的记录，这可能是名叫阿波菲斯（Apōphis）的国王，统治期长达40多年。这似乎是有可能的，尽管这个名字本身有些混乱，因为可能若干个希克索斯统治者都叫这个名字。

阿波菲斯统治初期似乎一派繁荣，希克索斯最高统治者与埃及底比斯的本土统治者关系良好。不过，到他统治的末期，这些埃及统治者开始反叛，并在阿波菲斯死后将希克索斯人逐出了埃及。
(20)

 曼涅托作品的一些版本认为，阿波菲斯统治了61年。倘若依循传统，认为这一王朝结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570年，而哈姆迪统治了六到八年，那么阿波菲斯的统治就始于公元前17世纪30年代，也就是早于锡拉火山爆发并对埃及造成影响的公元前1628年。这样的年表得到了《莱因德纸草书》（Rhind Mathematical Papyrus
 ）背面一份注解的支持，该纸草书是在阿波菲斯统治的第33年时誊写的。注解提到，在一位不知名的法老统治的第11年时出现了“塞特的声音”和“伊希斯的降落”。埃及学家汉斯·戈迪克认为这可能是指火山活动，因为塞特是动乱之神，他也把这份记录与锡拉火山爆发特别联系到一起。这是有道理的。不过他认为，这里的法老是第十八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阿赫摩斯（Ahmose）。在重新判定锡拉火山的爆发时间后，这里的火山指的就不可能是锡拉。另一方面，把1628年作为阿波菲斯统治的第11年，会与这里提出的年表非常吻合。但是，这一文本和戈迪克的诠释都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21)



即使接受了这样令人生疑的假设，我们也不可能说火山爆发摧毁了希克索斯王朝的统治，因为在事件发生后阿波菲斯的统治仍然持续了很多年。当然，不论在位的是哪位希克索斯国王，火山爆发都会削弱他的统治。

《都灵纸草》中缺失了阿波菲斯之前的国王名字，因此我们几乎无法追溯这个王朝的历史。曼涅托声称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是萨里提斯（Salitis）或塞提斯（Saitis），一些学者认为萨里提斯就是国王šзrk（Sharek，沙莱克），在阿波菲斯之前一代的孟菲斯祭司的宗谱中提到了他。
(22)

 这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不仅是由于语音上的问题，也由于曼涅托坚持认为萨里提斯即使不是希克索斯最初征服的领导者，也是希克索斯王朝的建立者。实际上，如同美国埃及学家温洛克（H. Winlock）指出的，Salitis很像闪米特语词根√slṭ，甚至与在希伯来语中发现的元音化的salîṭ（含义为“统治者”）也很近似。阿拉伯语的Sulṭan就源自这个词根，它可能也曾是用来泛指希克索斯统治者的闪米特头衔，但是被解释成了人的名字。
(23)

 不管怎样，把萨里提斯等同于沙莱克，对我们并不能有任何帮助。

同样，很多现代埃及学学者认为，曼涅托提到的统治者伊阿纳斯（Iannas）或斯塔恩（Staan），就是法老Ḫy зn，基安。基安被排为第二、第三或第四位希克索斯统治者。
(24)

 另一方面，以色列学者凯宾斯基（Kempinski）认为Ḫy зn与曼涅托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阿帕克南（Apachnan）相对应。
(25)

 围绕着基安的不确定性更能促使人们去探究，因为他似乎是强有力的长寿帝王。不仅在整个埃及，就连巴勒斯坦，甚至美索不达米亚，都能看到里面写有他的名字的椭圆形图框。而且我们在第七章中也提到，在克诺索斯发现的石膏罐的盖子上刻着他的名字。关于这些发现的地理学问题还会在下面讨论。这里我们先谈一下年代问题。根据阿瑟·埃文斯的说法，这个盖子是在弥诺斯中期三段陶器时期的地层中发现的。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同意这个年代，有人则提出了质疑。
(26)

 如果我们相信埃文斯，那么根据新的爱琴海陶器时期年表，基安的盖子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75年以前。这样的话，要么基安无法作为阿波菲斯的前任统治者而与伊阿纳斯或阿帕克南对应，要么希克索斯的第十五王朝可能在公元前1650年的数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要么就是曼涅托并没有列出某个王朝的所有六位统治者，而只是列出了六位最著名的希克索斯统治者。

另一个希克索斯领袖的身份和年代也难以确认，他的名字是Mзґ
 ἰb Rґ
 /ššy，在埃及、巴勒斯坦和苏丹第三瀑布边的凯尔迈（Kerma）均发现了刻有他的名字的圣甲虫。一些学者把他与曼涅托提到的法老阿希斯（Assis）相对应，但是其他人并不同意，而是把他与萨里提斯联系起来。
(27)

 根据在凯尔迈同一地层中发现的陶器，Mзґ
 ἰb Rґ
 /ššy的统治时间是公元前17世纪中期。由于人们把锡拉火山的爆发时间定为更早的年代，并采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长年表，黎凡特和爱琴海的陶器时期的年代也随之提前了，因此苏丹的文化序列也应该加以更新，于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时间是公元前17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
(28)



更有趣也更令人困惑的希克索斯统治者是Mr wsr Rґ
 /Yґ
 ḳb hr。这个名字虽然与《圣经》中的雅各（Jacob）有关，但是无法与《都灵纸草》或曼涅托提到的任何名字相联系。他的圣甲虫雕饰与Mзґ
 ἰb Rґ
 /ššy的圣甲虫雕饰在风格上具有相似性，这让学者们认为两人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29)

 因此，冯·贝克拉特（von Beckerath）认为Mr wsr Rґ
 /Yґ
 ḳb hr的前任就是Mзґ
 ἰb Rґ
 /ššy，而凯宾斯基则认为两人的统治顺序正好相反。
(30)



不过，凯宾斯基发现了这里的不寻常之处。他在海法（Haifa）附近的希克莫纳（Shiqmona）的一处墓葬中发现了统治者Yґ
 ḳb hr的圣甲虫，并把它的时间定为青铜时代中期（MB）二段B的黎凡特陶器时期初期。他把这一时期界定为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720年之间。因此，凯宾斯基就不得不推测有两个不同的统治者——时间上相当于第十三王朝时期的巴勒斯坦本土统治者Yґ
 ḳb hr和80到100年后统治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希克索斯法老Mr wsr Rґ
 /Yґ
 ḳb hr。
(31)

 在安汀和安汀·哈姆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认为两个不同的人物处于同一时代会有助于我们的分析，但是在这个例子中似乎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更加简单的方法是，像贝克拉特那样认为Mr wsr Rґ
 /Yґ
 ḳb hr是Mзґ
 ἰb Rґ
 /ššy的前一任统治者，只是两个人的统治时间都是公元前18世纪而非公元前17世纪。


 位于泰尔埃尔—达巴的希克索斯都城

现在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1965年之后的考古学突破，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曼弗雷德·比塔克（Manfred Bietak）和他的奥地利考古队在三角洲东部的泰尔埃尔—达巴进行的考古挖掘。他展示出，这就是希克索斯的都城阿瓦利斯（Avaris）。由于积水，埃及三角洲的挖掘条件非常艰难，但是比塔克利用精细的考古技术对遗址进行了清晰的地层划分。有了之前对希克索斯人的了解，人们可以预估，在这座城市里既有埃及的也有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材料，指示出了大多数希克索斯人的来源地。

泰尔埃尔—达巴不仅向我们揭示出希克索斯文化的特点，也为确立年表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数据。只可惜比塔克试图使获取的信息迎合于德国学者所偏好的低位或极低位的年表，然而这些时间都不符合更高位的爱琴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年表。即使是与正统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年表相比对，比塔克划定的年代也离现在太近了。比如说，传统上被普遍接受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青铜时代中期二段A到二段B的转变是发生在公元前18世纪中期的，但是比塔克认为这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32)

 他认为青铜时代晚期二段B是在公元前1590年左右结束的，这就需要把巴勒斯坦显然时间很长的陶器时期大幅压缩。以位于现代纳布卢斯（Nablus）附近的示剑（Shechem）的五处城市防护工事的大规模重建为例。
(33)

 比塔克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文章中，给出了三项证据，以此把它们的时间划定为更晚近的年代，并声称他所给出的年代是不能再提前的。所有这些都来自圣甲虫雕饰的风格。

圣甲虫的类型、排序和年代问题都极其麻烦，以此为基础的理论会被轻易推翻，这是众所周知的。比塔克就已经推翻了自己的一项依据。1984年后，他发现了人们所说的Rhy-Rґ
 圣甲虫，他原本声称这些圣甲虫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650年，但是即使按照他自己的年表，他发现的圣甲虫所在的地层也属于这一时间之前。因此这无法作为证据。
(34)

 比塔克还在他的G.2—3层中发现了“莲花背”的圣甲虫。他认为这个类型是独属于法老叟伯克侯特普和耐夫侯特普统治时期的，因此要被定位在公元前1730年之后。
(35)

 可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这些法老的统治时间极不确定，他们的统治时间或许比这要早30或40年。
(36)

 第三个类型的圣甲虫是在泰尔埃尔—达巴的F层中发现的，上面“深深刻着”动物或人的纹样。比塔克认为这些圣甲虫只是在Mзґ
 ἰb Rґ
 /ššy统治时期才出现的。因此，按照他的年表，这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7世纪初。
(37)

 但是前面提到，有证据表明这位统治者曾在公元前18世纪进行统治。

无论如何，比塔克利用圣甲虫来确定年代的做法是十分不可靠的。研究古埃及与黎凡特关系的专家威廉·沃德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沃德以埃及和黎凡特的圣甲虫资料为基础，主张青铜时代中期二段A向青铜时代中期二段B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前19世纪初期，当时在位的法老是色梭斯特里斯二世和三世，也就是说要比比塔克提出的时间早150年。
(38)

 比塔克认为：

巴勒斯坦的年表依赖于埃及的绝对年表，因此，根据巴勒斯坦年表的年代来判定泰尔埃尔—达巴文化序列的时间，并以此推断其在埃及框架下的恰当背景，这在方法上就是错误的。
(39)



如同前面提到的，这种感觉在整体上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就第二中间期而言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埃及年表的建立在此需要依赖所有能得到的外部的帮助。有了新确立的更高位的爱琴海地区年表，要推后传统认为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陶器时期的年代就不会有问题。实际上，这些时间可能是应该被提前的；虽然说如果接受了帕克对第十二王朝的定年，那么这个程序就不能走得太远。沃德把青铜时代中期二段A到青铜时代中期二段B的转变定为公元前19世纪早期，但是如果像他那样认为比塔克的地层划分是准确的，那么他的定年就是站不住脚的。把沃德提出的年表应用到泰尔埃尔—达巴的地层上，就意味着F层应该被划定为公元前1850年之前，G层则要比这早几十年。在泰尔埃尔—达巴的中心，在G层之下有一座似乎被叙利亚—巴勒斯坦人破坏了的埃及宫殿，而这些人在这里定居了两个世纪。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强盛的第十二王朝巅峰时期。因此，沃德的年表、比塔克的地层划分与第十二王朝的传统定年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更好的办法似乎是把青铜时代中期二段A向青铜时代中期二段B转变的时间定为更接近常规的公元前1750年或略早。这样就会与比塔克的F层的情况相符，比塔克认为这就是希克索斯时期在泰尔埃尔—达巴的开端。泰尔埃尔—达巴G层的放射性碳测年的结果只有两种，不过它们都集中在公元前18世纪中期的核心时期。比塔克自己承认，两个时间中的第一个“非常符合巴勒斯坦考古通常采用的绝对年表方案”。
(40)

 不存在与F层相关的破坏层。不过前面提到过，一层厚厚的灰将它下面的一层和更早的地层分开了。因此，根据这里提出的年表，第十二王朝的埃及宫殿是在公元前19世纪晚期或公元前18世纪早期被主要来自亚洲的人们破坏并换掉的，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接近第十二王朝的结束或第十三王朝的开始。


 400年纪念石碑和塞特神庙

人们认为，公元前18世纪，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或希克索斯人至少在三角洲东部拥有统治权。让这种看法更加可信的是，在泰尔埃尔—达巴北部的塔尼斯（Tanis）发现了纪念修建塞特神庙四百周年的石碑。这一石碑是否与希克索斯人在阿瓦利斯确立统治权有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大量争论。没有人会反对希克索斯人特别敬奉塞特的事实，也没有人会反对在阿瓦利斯有一座敬献给塞特的重要神庙。尽管有人提出塔尼斯就是阿瓦利斯的地点所在，但是比塔克在泰尔埃尔—达巴的发现让相关观点都消失无声了。

塔尼斯的石碑是第十九王朝法老的一位祖先塞提（Seti）竖立的，他是第十八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霍伦海布（Ḥaremḥeb）手下的一位官员。通常认为霍伦海布的统治是在公元前1348年到公元前1320年间。关于刻在石碑上的400年这个时间的准确度仍有疑问，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按照表面意义理解这个数字。
(41)

 这样，神庙最初建造的时间就是在公元前1748年到公元前1720年之间。

尽管普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人们大多认为，塞特膜拜在某些方面与国王奈赫希（Neḥesy）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都灵纸草》中。这是因为人们发现了一块残片上刻着铭文“R-зḥt之主，塞特宠爱的奈赫希”，R-зḥt的意思是“进入富饶的土地”，或许是用来指代希克索斯首都阿瓦利斯的。
(42)

 通常的看法是，奈赫希是第十四王朝的国王。
(43)

 不过，曼涅托著作的所有版本都坚持认为，这一王朝发端于三角洲西部的索伊斯（Xois）。虽然带有奈赫希这个名字的刻铭来自东方的塔尼斯和泰尔埃尔—达巴，但我们似乎更应采纳加拿大古代史学家约翰·冯·赛特斯（John van Seters）更为谨慎的说法，即奈赫希只是阿瓦利斯地区的地方统治者。
(44)

 希克索斯人在统治末期向塞特献祭一事已经得到证实，因此冯·赛特斯的看法是可信的，他认为在阿瓦利斯出现塞特膜拜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一地区已经有了亚洲人的强大存在。不过，和其他学者一样，他认为，由于奈赫希的名字有努比亚人（Nḥs）的含义，因此他肯定是个埃及官员，这就排除了他是亚洲人的可能性。
(45)



奈赫希很可能是努比亚人。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讲闪米特语的人使用了同一个名字。《圣经》名字品哈斯（Pînḥås）来自埃及语的Pз Nḥs，意思是“努比亚人”或“黑人”。尤其有趣的是，这个名字第一个得到证实的用法就是《出埃及记》中提到的亚伦（Aaron）的孙子（这与希克索斯人的联系会在下面予以探究）。
(46)

 当然，我们无法说出这个名字所属的时代。不过，由于名字往往是神话和传说中最不易变化的元素，那么它很可能能够追溯到公元前两千纪甚至出埃及这一事件发生的时期。

这绝对不是说在奈赫希和品哈斯之间存在关联，而只是表示，名字Pînḥås（黑人）为说迦南语的人所使用，而他们与努比亚没有直接接触。这个名字也有趣地显示出该人群的“种族”构成，即其中存在天生比普通的地中海人肤色更黑的人，但是这一特征不够普遍，并不显著。
(47)

 我们已经知道叙利亚—巴勒斯坦在公元前18世纪的泰尔埃尔—达巴存在影响，并且后来的希克索斯人会向塞特献祭，考虑到这些，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奈赫希（黑人）本身可能为一个亚洲统治者的观点。我们也从另一处铭文和圣甲虫中得知，奈赫希声称自己是国王之子，因此或许也不是他这一脉最早的统治者。通常认为，他的父亲创立了这个“王朝”，但这也是无从考证的。

比塔克发现了刻有奈赫希名字的石灰石残片，并认为残片来自一座重要的庙宇。比塔克认为这座庙宇属于公元前18世纪，同时承认这与他的其他定年结果不同，这就需要把他的F层提前到大约公元前1715年。
(48)

 如果我们遵循巴勒斯坦考古学家的做法，把F层推到公元前1750年之前，就会发现，泰尔埃尔—达巴神庙的修建时间与公元前1748年—公元前1720年这个时间段非常契合，而这个时间段是根据特别标示为纪念都城阿瓦利斯的塞特神庙建造400周年的石碑推算得出的。而且，如同冯·赛特斯指出的，即使是在奈赫希之前，在东北边疆地区可能就已经存在着塞特膜拜。
(49)

 这些人未必就是亚洲人，不过可能性很大，因为泰尔埃尔—达巴的居民在奈赫希之前的很多年里就已经在使用着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物质文化，根据我们这里提出的年表，那就是在公元前18世纪早期。


 对年表的总结

现在我要总结一下这部分讨论的第二中间期的埃及年表，并提出我的研究假设。在公元前1800年第十二王朝覆灭前后，发生了政治上的崩溃，这期间三角洲东部的一些区域落到了亚洲人手中，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亚洲人一直留在了这些地方。尽管如此，第十三王朝在公元前18世纪70年代再次兴起，在叟伯克侯特普和耐夫侯特普法老的带领下，至少名义上在整个埃及和一些传统上受到埃及影响的区域重新确立了统治权。

这与传统观点不同，传统上人们认为这些强大的帝王是在公元前18世纪30年代进行统治的。不过如上所述，传统上较晚的定年的主要基础，是奥尔布赖特提出的与马利的兹姆里—利姆国王的共时性。这种共时性可能是错误的，而且由于兹姆里—利姆的统治时间可能比这早80到100年，这就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
(50)

 如果依循《都灵纸草》，那么若要把耐夫侯特普的统治时间定得更早，尽管并非不可能，也会遇到困难，而且《都灵纸草》本身作为证据就不够牢靠。但是更高位的年代界定的好处是，这可以留下充足的时间，能够允许叙利亚—巴勒斯坦巩固在下埃及，尤其是在泰尔埃尔—达巴地区的势力，考古学告诉我们，这一阶段处于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希克索斯统治者Yḳb ḥr似乎就属于这一时期。不过没有多少疑问的是，势力缩减后的第十三王朝在小范围内于孟菲斯继续进行统治，而后又在上埃及统治了几十年，时间上或许持续到了公元前17世纪中期，而这一时期的后半期可能处在希克索斯人的统治之下。第十四王朝在三角洲西部维系了小规模的统治，统治持续的时间大概与第十三王朝一样。

《都灵纸草》中提到了六位希克索斯国王，他们一共统治了108年，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1680年到公元前1570年。这些似乎与曼涅托给出的第十七王朝的时间一致。应该强调的是，今天我们把这些底比斯的埃及本土统治者的统治时期称为第十七王朝，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出现在了《都灵纸草》上，但是曼涅托并没有说他们是第十七王朝的统治者。后来的希克索斯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无疑是哈姆迪，同样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继任者就是阿波菲斯。在那之前，尽管曼涅托提到的名字除了萨里提斯很可能是头衔之外或许都是真实的人名，但我们还是不可能确知他们属于哪个朝代。《都灵纸草》上混在一起的名字也是一样，其中一些似乎符合曼涅托给出的名字。不过，尽管这些名字的排序令人困惑，但是曼涅托的所有版本都提到了由希克索斯法老统治的两个王朝。这似乎意味着，他们是约公元前1680年之前埃及的希克索斯统治者，而三角洲东部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物质文化也为此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纪念碑已经证明了统治者基安的真实性，于是，以基安为代表的强大的希克索斯统治者，可能就在公元前17世纪早期甚至公元前18世纪晚期统治了埃及。

从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起，下埃及地区被希克索斯人所统治，这样的观点也非常符合孟菲斯的石碑上刻写的孟菲斯祭司宗谱。前面提到，其中一个祭司来自阿波菲斯统治时期，另一个出自其情况不明的前任šзrk（沙莱克）的统治时期。接下来是与前五位统治者相对应的祭司，第六位统治者则是被称为Ibἰ（国王Ibἰ名字的最后一部分出现在了《都灵纸草》上）的国王的继任者，名为ґ
 ḳn。加德纳说：

有关孟菲斯石碑的重要一点是，它包含了整个希克索斯时期，因此如果统治者的统治是正常的时间长度，它目睹的统治者就不会超过六任。
(51)



这是毫无特点的草率思考。情况并不十分明确，如果这期间介入的统治者不是埃及人，那么祭司的统治就覆盖了从第三任之前直到最后一个希克索斯帝王沙莱克的五代人。于是，如果祭司世代和国王统治的时间一样长，那么可能一共就有八个希克索斯法老，这超过了《都灵纸草》或曼涅托所指出的人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祭司世代的时长就像那些最有特权的群体一样大约是25年。因此，如果沙莱克是在公元前17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在位，那么ґ
 ḳn和Ibἰ的统治大约就比这早了125—150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8世纪中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曼涅托所说的第十七王朝或现代所说的第十五王朝开始前，孟菲斯就会在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处于希克索斯人的统治下。因此，希克索斯统治者似乎在公元前18世纪中期已经控制了下埃及的大部分地区。这样，埃及年表就不仅会与巴勒斯坦考古学发现相一致，而且与时间上被提前了的新的爱琴海年表相一致。


 希克索斯人的身份

我相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时间框架，但是，如果不去考虑“希克索斯人”这个称号指的是什么、他们来自何方或如何到来，就把这一名称与“叙利亚—巴勒斯坦人”互换使用并描述希克索斯统治的年代，那么，先行探讨年表的做法在很多方面都是本末倒置。

在现存的曼涅托的与摘要相对的历史记录中，最长的就是关于希克索斯人的篇章。这些记录保存在公元1世纪时约瑟夫斯为抨击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阿皮翁（Apion）的反闪族主义论著所做的论辩中。关键的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图提迈奥斯（Toutimaios）。在他统治时，出于我所不知道的原因，神的打击降临到我们头上；来自东方地区的不明种族的侵略者带着必胜的信心，踏进了我们的土地。凭借主要力量，他们未费力气就夺去了我们的土地；并且他们征服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接着粗暴地烧毁我们的城市，夷平我们的神庙，野蛮地对待当地居民。他们屠杀了其中一些人，剩下的妇孺都沦为奴隶。最后，他们中的一员被拥戴为国王，名字叫萨里提斯。他以孟菲斯为中心，强迫上埃及和下埃及向他敬奉，并总是在最有利的地方布下堡垒……在塞易斯［塞特洛特（Sethroite）］行省，他发现一座城市位置非常优越，这座城市位于尼罗河的布巴斯提特（Bubastite）支流的东面，按照古代宗教传统被称为阿瓦利斯。他在这个地方进行重建，加固高墙。……萨里提斯在统治了19年后死去，第二个国王布农（Bnōn）继位并统治了44年。接着是阿帕克南，统治了36年零7个月；而后是阿波菲斯，统治了61年，以及伊阿纳斯，统治了50年零1个月；最后是阿希斯，统治了49年零2个月。这六位国王作为第一批统治者，越来越渴望铲除埃及之根。他们的种族被统称为Hyksōs（希克索斯），意思是“国王—牧羊人”，因为hyk在宗教语言中的含义是国王，而sōs在日常用语中的含义是“牧羊人”或“领路人”：这样就合成了单词Hyksōs。有人说他们是阿拉伯人。在另一份文本中hyk表达的含义据说并不是“国王”：相反，这个复合词指“俘虏—牧羊人”。而在埃及语中，hyk和发成送气音的hak实际上指“俘虏”。
(52)



埃及学家和古代史学家认为这一段落源自埃及民间传说，因此也就不值得相信。
(53)

 情况当然是如此，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这一文本也包含了一些历史事件。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名字可能比传说中的其他因素更不易改变，因此我们应该考虑这些名字的真实性。

比如说，希克索斯这个名称的一些版本当时肯定得到了使用。自中王国以来人们就在用ḥḳз ḫзst（山地国家的首领）来表示贝都因的酋长，这也是用来描述第二中间期的“希克索斯”领袖和国王的词语。
(54)

 曼涅托有关词源的讨论的第一部分是准确的，第二部分依据的事实是，当时存在来自更早的šзsw的科普特词语šōs，词义是“埃及东北的贝都因人和他们的土地”。来自约瑟夫斯的另一种说法是，hyk的意思是“俘虏”，这在某种层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把希克索斯人的故事与《圣经》中在埃及逗留的俘虏联系到一起。不过，即使在这里，也存在单词ḥзḳw，[image: ]
 （俘虏）的词源基础。ḥḳз与ḥзḳw之间的双关实际上非常古老，因为写成[image: ]
 的ḥзḳw的含义是“掠夺者”，这个称号非常适合新王国眼中的希克索斯人。

也有不少人尝试把Toutimaios（图提迈奥斯）这个名字与被称为Ddw-ms的法老联系在一起，这个法老的名字被刻在了上埃及的纪念碑上，或许就是《都灵纸草》中出现的名字“???-ms”所指代的人。埃及学家汉斯·斯托克和威廉·海耶斯认为它们应该互相对应。
(55)

 加德纳和他最有天分的学生巴蒂斯科姆·冈恩（Battiscombe Gunn）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否认了这种对应，认为埃及语中构成名字的要素-ms只是作为-mosis或-mbis被转换到希腊语中的。
(56)

 在我看来，这里的情况似乎是错位的精确，尽管Toutimaios这个名字的翻译或许会被修正为名字Timaios（蒂迈欧），也就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对话录的名字，但它纯粹属于埃及语，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理由来否定Toutimaios和Ddw-ms之间显著的相似性。因此，我认为汉斯·斯托克和威廉·海耶斯是正确的。


 关于希克索斯人的起源和到来的不同观点

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学者都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约瑟夫斯所摘录的曼涅托的记录，认为希克索斯人是在一次暴虐的入侵中进入埃及的。另一方面，很多学者看到了曼涅托的记录和《圣经》中在埃及的“临时逗留”或“被扣留”之间的对应性，认为侵入者是以色列人或原始以色列人，不论如何都是属于闪米特种族的。
(57)

 不过，在19世纪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一个民族以与雅利安人有关的方式沿着富饶的河谷地区横扫而下，这种观点通常根本不是“闪米特的”，至少对犹太人来说并非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那些人来自更远的北方，或许是雅利安人。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曼涅托的说法的支持，曼涅托说，希克索斯人是“来自东方地区的不明种族的侵略者”，这似乎不会是指邻近的闪米特人，因为埃及人一直是熟知闪米特人的。例如，在1884年第一版出版后很快成为经典的《古代史》（History of Antiquity
 ）中，爱德华·迈尔指出，尽管希克索斯人基本上讲属于闪米特人，具体来讲属于迦南人，但他们“或许属于内陆的亚洲民族”。
(58)

 迈尔这里的“内陆亚洲”指的就是亚洲内陆！在19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某些写着希克索斯名字的狮身人面像的脸庞具有明确的蒙古人的特征。不过那之后不久，人们就认识到，即使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这些狮身人面像也是第十二王朝的，要比希克索斯时代更早。
(59)

 实际上，这些狮身人面像既不像欧洲人也不像地中海东部的人。那么它们是否与第十二王朝法老的肖像一样具有非洲人的特征呢？

在19世纪末期发现了一篇古代文本，它似乎可以支持希克索斯人是独立的“优等种族”的观点。1898年，上了年纪的博学之士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发表了一篇关于近东历史的文章。早在19世纪40年代，缪勒就在克里斯蒂安·本森的提议下成为牛津的东方学、印度和印欧研究的主席，此后他一直是英国这些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60)

 他所考察的文本是公元前15世纪早期的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在上埃及北部的斯庇欧斯—阿提米多斯（Speos Artemidos）留下的铭文。根据缪勒的考察，女法老描述说，“ґ
 зmw曾经在北方居住，在阿瓦利斯，它们中间是šmзw”。缪勒按照传统方式把ґ
 зmw解释为闪米特的游牧部落，他们曾一直居住在埃及北部。通常人们认为šmзw只是指“漫游者”，缪勒则根据šm（旅行）或“外国人”，认为šmзw指的是曼涅托所说的来自东方地区的“不明种族”。他也推测说这一“优等种族”可能是雅利安人。
(61)



人们发现赫梯人的语言是印欧语，也发现米坦尼王国的人讲的语言是胡里安语（一种既非闪米特语亦非印欧语的语言），后者在埃及新王国期间广泛使用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这些发现增加了缪勒观点的可信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包袱。我们现在知道，胡里安人于公元前三千纪时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他们可能从公元前七千纪起就已经在那里活动了。
(62)

 不过，在20世纪之初，人们倾向于认为胡里安人是雅利安人的游牧祖先。人们还发现一些米坦尼神灵和王族的名字以及与驾驶双轮战车有关的术语都属于“雅利安语”，也就是说属于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语分支，因此研究热情越发高涨。

这些发现受到了再热切不过的欢迎。它们似乎一直都在昭示，讲胡里安语的米坦尼王国是由驾着战车的印欧王者建立的，或至少是由他们统治的。
(63)

 这非常适合19世纪那种将雅利安人视为驾着战车从中亚或大草原出发进行扩张的“优等民族”的观念。1908年，爱德华·迈尔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的是米坦尼人使用的一些印度语名字，以及出现在加喜特人中间的一些印欧语的神灵名字。加喜特人来自东边的山区，几乎是在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的同一时间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
(64)

 第二年，迈尔在他的《古代史》第二版中写道，希克索斯人“来自更遥远的地方，来自小亚细亚。他们占领了叙利亚和埃及，或许他们与赫梯人有关联”。
(65)

 1910年，埃及学家库尔特·泽特发表了一篇讨论希克索斯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展示出，ḥḳз ḫзst是一个中王国时期表示贝都因酋长的词语，也是希克索斯领导者的自称。因此，他提出这个词语是用来表示身份等级而非“民族”的。另一方面，他指出，至少在公元前15世纪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Ḥḳз ḫзst指的就是一个民族。这就为曼涅托的说法提供了至少200年的世系。不过，泽特并没有回答ḥḳз ḫзst是否曾在第二中间期被用来表示两种含义。
(66)



作为专业人士，埃及学家在总体上不赞同关于作为异族的希克索斯人的大胆推测。美国埃及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的内容全面的《古埃及记录》（Ancient Egyptian Records）在1906年出版，其中质疑了缪勒对斯庇欧斯—阿提米多斯铭文的解读。他认为，ґ
 зmw和šmзw不应被解读为“ґ
 зmw曾经在北方居住，在阿瓦利斯，它们中间是šmзw”。这两个词应该是同义词，这行铭文应被平行地解读成：“它们的”sn指的不是ґ
 зmw，而是北方大地。
(67)

 40年后，加德纳翻译了这片铭文的改良版本，尽管他没有明确舍弃他的老友布雷斯特德的翻译，但是明显依循了缪勒的版本。
(68)

 1912年，伯查特（M. Burchardt）在发表的一份名为“希克索斯人的民族关系”（“The Racial Affliations of the Hyksos”）的笔记中对迈尔做出了回应。伯查特回顾了很多希克索斯人名的明显的闪米特词源，坚持认为ґ
 зmw一直被视为闪米特语，尽管他承认一些希克索斯人名并不能被清楚地解释成闪米特语，赫梯或雅利安有可能对希克索斯人产生了影响。
(69)



尽管有了专业人士的回应，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日益浓厚的种族主义和反闪米特氛围下，这种认为希克索斯人是来自东方的“优等种族”的观点，仍然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在研究通史的历史学家中间尤其如此。在《剑桥古代史》第一版的关于“闪米特人”的文章中，库克（S. A. Cook）把斯庇欧斯—阿提米多斯铭文释读成了希克索斯人的言论，“他们带来了很多Amu（贝都因人），但是他们自己是外国人”。他称赞米坦尼具有他所说的“极其阳刚的组织”，认为其中也包括赫梯人和其他印欧人。
(70)

 在同一卷中关于“中王国和希克索斯征服”的一章是霍尔写的，他更加谨慎，但是也认为希克索斯入侵是印欧人活动的结果。霍尔在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中间都发现了印欧人的影响。
(71)



1925年，爱德华·迈尔就早期印欧人的扩张发表了一篇新文章，其中强调了印欧人对米坦尼和加喜特的关键性影响。他也认为，印欧人和胡里安人都主导了闪米特的希克索斯人进入叙利亚、埃及和爱琴海地区的行动。从我们这本书的视角来看，他谈到希克索斯人进入爱琴海地区，这是耐人寻味的；
(72)

 不过，他倾向于把印欧人和胡里安人混为一谈。在1928年版的《古代史》中，迈尔把人们在很多地方发现的带有基安名字的物品串联在一起，推测希克索斯帝国从克里特、叙利亚一直延伸到埃及和苏丹，由于迈尔的头脑中仍然萦绕着中亚的形象，因此他将希克索斯帝国与“蒙古人或匈奴人的短命帝国”联系在一起。
(73)

 即使是在反闪米特主义思想日渐加强的20世纪20年代晚期，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1929年，埃及学家沃尔夫（W. Wolf）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强调了希克索斯人的闪米特性质；尽管他承认可能存在胡里安人的影响，但是否定了雅利安人的影响。
(74)



1933年白俄罗斯印度学家米罗诺夫（N. D. Mironov）试图强化关于加喜特人和希克索斯人的雅利安假说，他不仅找出了那些无法用闪米特语或胡里安语解释的名字的印度语词源，甚至还对已经确定的一些闪米特语和胡里安语词源提出了反对意见。
(75)



这里提到的所有作品都属于通常被称为希克索斯研究的“前史”的内容。研究的“历史”始自埃及的埃及学家帕霍尔·拉比卜（Pahor Labib）的论文《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和衰落》（“The Hyksos Rule in Egypt and Its Fall”），这篇论文在1936年发表，详细研究了关于这一主题的铭文和文献资料。拉比卜根据闪米特语的王室名字总结说，希克索斯人是闪米特人。
(76)

 丹麦裔美国人、埃及学家恩格伯格（R. M. Engberg）在1939年发表的专题研究《重论希克索斯人》（“The Hyksos Reconsidered”）中并没有进行这样明确的划分。他采取了曼涅托的做法，把希克索斯用作表示民族的词语，认为“在希克索斯人里，除了闪族之外肯定还有其他血统”。他得出的总体结论是：

闪米特成分显然强大。胡里安人似乎也在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其他可能的参与者中，印度—伊朗成分似乎有重大贡献。
(77)



第三帝国（Third Reich）的德国人认为情况更加简单，没有多少必要进行学术争论。埃及学家赫尔曼·容克（Hermann Junker）认为，希克索斯人是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8世纪扩张时“不同种族”融合的结果。
(78)

 年轻的埃及学家汉斯·斯托克在《埃及第十三王朝到第十七王朝的历史和考古学》（History and Archaeology from the 13th
 to 17th
 Egyptian Dynasties
 ）中写道：

无论如何，认为希克索斯人纯粹是或主要是闪米特人，都会引起疑问。整个行动的领导者无疑有非闪米特的渊源
 。……希克索斯人首先不应被视为迦南人或来自巴勒斯坦的王子。……这个民族从未显示出必要的军事威力和武装力量（强调之处为原文所加）。
(79)



后来，他承认埃及在这一时期受到了闪米特的影响，但是坚持说：

不过，我们必须回到非闪族层面上的来自北方的侵略的特点中来。因此，我们应该和格策（Götze）一样，考虑一下由包括胡里安人还有闪米特人在内的雅利安君王领导的行动。
(80)



斯托克和他的同代人格策、冯·索登（von Soden）一样使用了学术语言，不过下面我们会讨论到，有一些内在的理由让人们认为希克索斯人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影响。
(81)

 即使如此，这些结论无疑都受到了一种世界观的影响，就是认为“闪米特人”，至少是那些来自巴勒斯坦的人（不包括阿拉伯人），在历史进程中基本上是被动的，没有能力建立起大规模的政治组织。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纳粹德国。马克斯·缪勒和爱德华·迈尔，还有前面引用过的参与《剑桥古代史》编写的很多英国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

这一时期反闪族主义的势力强大，因此这种观念居然引起了激烈反对就格外令人惊讶。反对来自各方。埃及学家和巴勒斯坦考古学家对于人们试图从小亚细亚和高加索侵入他们的领域表示怀疑，这是出于一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在他们的实证主义思想中，由于希克索斯人的遗迹和记录主要都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闪米特的，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进行更广泛的推测的需要。我也曾提到，通史学家和业余爱好者津津乐道于重构戏剧化的或影响深远的事件，他们对此则持有专业上的反感。最后就是，他们对以种族主义为原则建构历史表示怀疑，并在1933年之后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态度，对种族主义的政治意义表示了厌恶。
(82)



由于这些原因，随着对大浩劫的揭示和以色列的诞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学者明确分为两派，一边是大多数专业的埃及学家，一边是关注泛历史时期的通史学家以及一些尊重曼涅托的记录的埃及学家，维系他们的是流行的对历史的种族解读和反闪族主义。到195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学术界广泛反对反闪族主义，原本只是少数派的专业人士得到了支持。

1951年，瑞典学者萨维—索德伯格（T. Säve-Söderbergh）发表了极有影响力的文章，其中并没有给北方人甚至侵略留下余地。根据他的观点，希克索斯人统治埃及是由埃及内部的亚洲人崛起造成的，这些亚洲人在此前几个世纪里就在埃及定居，与埃及当地人一起生活。
(83)

 有趣的是，同样健康的反对“优等种族”及其征服的氛围，和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倾向于社会变革而非种族冲突的观念，促使乔治·门登霍尔（George Mendenhall）否定以色列人是“征服了”迦南，认为实际上的“征服”是受到欢迎的振兴发展。
(84)

 加德纳到1947年还认为，胡里安人是“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的一大组成部分”，但是14年后在《法老的埃及》中接受了萨维—索德伯格的观点。
(85)



萨维—索德伯格也得到了法国和德国的顶尖闪米特研究者罗兰德富（Roland de Vaux）和阿尔布莱希特·阿尔特（Albrecht Alt）的支持，他们认为，讲闪米特语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所进行的新行动，是讲闪米特语的亚摩利人从叙利亚沙漠进入黎凡特和迦南造成的结果。阿尔特认为，在第十三王朝的所谓《咒诅文》中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踪迹，在《咒诅文》中，埃及人诅咒内陆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王子的名字，因为他们威胁到了埃及在那里的势力。
(86)



希克索斯人只是闪米特人，其兴起主要属于巴勒斯坦当地发展的结果，这种观点如今仍然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中欧以外的地区。极力主张这一观点的包括研究第二中间期的德国专家尤尔根·冯·贝克拉特（Jürgen von Beckerath）和加拿大埃及学家、古代史学家约翰·冯·赛特斯，威廉·海耶斯在《剑桥古代史》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87)



不过，沃尔夫冈·黑尔克撰写的关于公元前三千纪和公元前两千纪埃及与近东关系的作品堪称典范，如今他则站出来反对这一新的趋势，并有力地指出在希克索斯人中间有胡里安人的成分。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忽视曼涅托有关希克索斯人是“来自东方”的“不明种族”的描述。他做出了明确区分，一边是悄悄渗透而入三角洲东部的讲闪米特语的人和他们的小国君王，一边是被称为希克索斯的后来的法老。他不赞同主流学说的反对意见，认为很多希克索斯法老的名字不能用闪米特语或埃及语来解释。
(88)

 黑尔克认为需要区分开“闪米特的”和“更早的希克索斯的”时期，这是由于他接受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低位年表。这似乎让他无法相信公元前17世纪中期埃及存在胡里安人，反过来却让他相信公元前18世纪有闪米特入侵者或渗入者。如果接受了“长”年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承认，在公元前176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中期二段B开始之时，巴勒斯坦存在“北方的”元素。根据中间年表，这可能是在公元前18世纪40年代。只有在低位年表中，才需要黑尔克这种显得生硬的划分两个阶段的解决方案。

黑尔克并不相信公元前18世纪埃及存在胡里安人，但是他指出，胡里安人来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时间应该比普遍认为的时间更早。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关于希克索斯人中间存在着胡里安人或许还有印度—雅利安人的最有力的主张之一。这种主张的根据是，尽管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文献里没有证据显示叙利亚—巴勒斯坦人中存在胡里安人，但是在相当多的新王国文献中记录了胡里安人，以至到了公元前13世纪的拉美西斯时期，巴勒斯坦的名称之一就是“Ḫurru的土地”。
(89)

 而且，埃及和乌加里特文献都用印度名字证实了这一地区的王子的名字。这些胡里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显然非常强调使用战车作战的文化意义。
(90)

 不过，新王国提到胡里安人和印度—雅利安战士或“Maryannu”，只是在公元前15世纪图特摩斯三世开始征服之后，也就是说比黑尔克判定的胡里安—希克索斯侵入埃及的时间晚两个世纪。
(91)

 冯·赛特斯认为，埃及人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的对胡里安人的这个名字的使用和了解，意味着他们过去使用的表示希克索斯人的词语ґ
 зmw显示出外来者中并没有胡里安人。

冯·赛特斯也相信，对于公元前15世纪巴勒斯坦人中存在胡里安人的观点，最好的解释就是，第十八王朝在早期攻打了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亚摩利国，由此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后来被胡里安人占领了。
(92)

 比如说，冯·赛特斯和其他学者指出，在叙利亚海滨城市阿拉拉赫（Alalakh）的VII层发现的档案中提到了马和战车，却没有显示出胡里安人或印度—雅利安人的存在。
(93)

 不过，如果接受美索不达米亚的“长”年表，就可以把胡里安人和加喜特人的活动（后者从东北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视为发生在公元前18世纪早期。而且，这样的话阿拉拉赫VII就会被置于公元前18世纪而非公元前17或公元前16世纪，因为这座城市是被赫梯国王哈图西里（Ḫattusili）一世毁灭的。按照“长”年表，哈图西里一世的统治时间是在公元前1700年之前；按照中间年表，他的统治时间就是公元前1675年—公元前1650年间。

语言学家和古代史学家安纳利斯·卡门胡贝尔（Anneliese Kammenhuber）指出，胡里安人在安纳托利亚向西方最远的扩张发生在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一世统治期间，她认为这是在公元前16世纪。
(94)

 如果接受了长或中间年表，把哈图西里一世的统治时间提前几十年或一个多世纪，那么这一证据就有了不同的意义。这似乎可以支持我们所讨论的对象，那就是在公元前18世纪的黎凡特存在胡里安人。


 作为多民族群体的希克索斯人

近年来，泰尔埃尔—达巴的挖掘者曼弗雷德·比塔克发展了关于希克索斯人的新图景。他注意到，在他挖掘的遗址中有大量叙利亚—巴勒斯坦式的贮藏葡萄酒和油的罐子，这显示出在希克索斯时代肯定存在沿着尼罗河进入地中海的大规模贸易。他以此为基础提出，古代资料和之前的考古学家肯定出了错，因为他们认为希克索斯人是以陆地为根基的征服者。与此相反，他推测说，讲闪米特语的黎凡特人从毕布勒经海上迁徙至阿瓦利斯，而阿瓦利斯的兴起可以与毕布勒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认为希克索斯政权本质上是一个不好斗的商业网络，权力结构类似于公元前一千纪腓尼基人的权力结构。
(95)



关于希克索斯人保护下的大规模贸易，比塔克提出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不过，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不够可靠。首先，埃及或后来的资料都没有提到在这一时期或其他时期出现过由毕布勒到阿瓦利斯的迁徙。而且，忽视古代广为流传的传统观点似乎是危险的做法，这些传统观点明确地声称在陆上发生了从东北而来的重要侵略，这是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入侵以前埃及史中唯一提到的一次侵略。这一观点并没有受到考古学的批驳，下面我们会看到，一些考古学家相信他们发现了可以对此提供支持的物质证据。比塔克自己在泰尔埃尔—达巴发现了与征服相对应的破坏结果，还发现了埋葬着全副武装的士兵的墓葬，随葬的则是两具马科动物的骨骸。

我并不认为，毕布勒在阿瓦利斯繁荣期出现的衰落，是人口从黎凡特经海路迁徙至尼罗河三角洲的结果。似乎更可信的是，这是传统中所描述的陆地入侵的结果，当时的入侵为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机会，使之可以控制埃及、尼罗河、黎凡特的贸易。这促使阿瓦利斯成为新的商业中心，代价或许就是毕布勒的衰落。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总体上，军事征服与河流和海洋贸易绝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很多对应的例子，比如说，伊斯兰的阿拉伯人把沙漠突袭和机动的陆地战役与商业化的深入结合起来，并在后来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和南部的贸易。在北欧，以劫掠著称的海盗们也开展了可观的贸易活动，并在北欧大部分地区建起了城市。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希克索斯人的传统形象。相反，我认为我们只应加上比塔克在挖掘中发现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了希克索斯人在河流与海洋上的商业贸易活动，此外还要加上他们在爱琴海地区留下的遗迹，对此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马和双轮战车：胡里安人和雅利安人

我们并不清楚，黑尔克在反对希克索斯人纯粹是闪米特人时是否只想到了胡里安人。他在《埃及古代史》（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中写道：

［胡里安人］向南扩张，征服了叙利亚、基祖瓦特那［（Kizzuwatna）奇里乞亚］和巴勒斯坦，进入了三角洲。他们后来有一部分由印度贵族［上层社会（Oberschicht）］统治，在迁徙过程中从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带来了马匹和轻型战车。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自然早就知道马这种动物……但是与新出现的轻型战车联系在一起之后，马的重要性和价值才得到了大幅提升。
(96)



四轮车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无疑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投入使用。最早时人们用牛或水牛拉车，后来又用野驴或驴子拉车。马和马车在古巴比伦时代（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存在，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它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应用。
(97)

 几乎可以肯定，马匹是从欧亚大草原引入到中东的，但是这既不意味着马匹也是在那里首次用于战车的，也不意味着马匹用于战车与说印欧语或印欧语的分支，即印度—伊朗语或印度—雅利安语的人有关。

玛丽·利陶尔（Mary Littauer）和朱斯特·克鲁维尔（Joost Crouwel）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最近出版的书中提出，早在印欧人在这一地区留下任何踪迹之前，四轮车就已经演进成为辐条结实的双轮战车。
(98)

 俄罗斯语言学家和古代史学家迪亚克诺夫（I. M. Diakonoff）有力地论述说，由于印度—雅利安人被证实只是在公元前1600年后才存在于近东地区，而这时战车已经在那里使用很久了，因此马和战车不应被视为印欧人存在的标志。
(99)

 这显然是正确的，举例来说，人们在努比亚布衡的第十二王朝堡垒附近就发现了一匹马的残骸。
(100)



无论如何，对来自欧亚大草原、讲印欧语的人来说，马和乘马车旅行至关重要，因此他们至少以一种松散的方式与近东地区战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考古学家罗曼·格尔斯曼（Roman Ghirschman）提出，讲印度—雅利安语（或至少是印度—伊朗语）的人从公元前三千纪早期起就生活在伊朗东北部，他们驯化了马匹，用马拉车。他还认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讲印度—雅利安语的人与札格罗斯山脉（今天的库尔德斯坦）的胡里安人杂居，正是这种共生关系构成了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控制上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北方边界地区的米坦尼社会。
(101)



格尔斯曼用以支持这一印度—雅利安人活动的考古证据，遇到了激烈的挑战。不过，这些反对观点在我看来并没有摧毁整个方案的可信性。
(102)

 德国考古学家安纳利斯·卡门胡贝尔提出，雅利安战车驾驭者的征服只是个神话。她认为，存在于米坦尼的印度词语只是遗留的风俗，而非口语的一部分，当地的口语显然是赫梯语，而雅利安的国王和神灵的名字只不过是胡里安语和印度—雅利安语在这个千纪中期偶然接触的结果。
(103)

 她的观点的前一部分具有说服力，不过暗示着讲胡里安语的人和讲雅利安语的人的接触发生得要更早，因此更有可能与战车的引入有关。她的观点的第二部分就是，神灵和国王的名字都是偶然获得的，这很难令人信服。

简单地说，尽管共生关系的确切表现形式并不明确，但在事实上，后来的文本明确说明，一些米坦尼神灵和王族的名字以及一些与战车有关的词语都出自印度—雅利安语，而基本词汇则属于胡里安语，这的确暗示着存在雅利安主义者梦想的精英征服者。正如当代印欧研究专家马洛里（J. P. Mallory）所说的，情况似乎是：

讲印度语的战车武士自己加入讲胡里安语的当地人中间，形成了统治了很多个世纪的王朝。关于这种印度语的元素与胡里安语融合的具体机制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104)



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拒斥，我仍然发现这是非常合理的情形。不过，这并不能排除利陶尔和克鲁维尔提出的一点，那就是轻型战车可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而非伊朗或大草原发展起来的。
(105)

 不过，雅利安与米坦尼战车具有联系，而且事实上在战车从中亚到爱尔兰的使用中都牵涉了讲印欧语的人，因此不论战车在哪里出现，讲印度—雅利安语的人似乎都很可能参与到了战车的发展中。
(106)

 最令人信服的图景是德国考古学家格特鲁德·赫米斯（Gertrude Hermes）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轻型战车是通过讲印欧语的人和近东的技术专家，在马和马车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的。
(107)



因此，尽管十分明确的是，正如迪亚克诺夫所说的那样，使用战车并非印欧人的专利，战车的使用扩展到了说多种语言的多个民族中，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否定战车最早是由讲印度—雅利安语的人开发的。


 胡里安人和希克索斯人

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胡里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的混合体在米坦尼的形成，是否与希克索斯人有关。直到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和埃及的资料才开始提到这个国家。不过，正如马洛里所指出的：

我们对米坦尼文本中印度—雅利安要素的时间界定，纯粹只是基于提供了可判定年代的书面资料。我们无法肯定地把这些时间往回推到公元前15世纪之前，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印度元素似乎比胡里安语中一种死掉语言的残留多不了多少。产生了米坦尼语的共生关系或许在很多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108)



前面提到，很多学者只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就否定了胡里安人对希克索斯人的影响，甚至更坚决地否定了印度—雅利安人的影响。如同比利时的亚述学家库珀（J. R. Kupper）在《剑桥古代史》中论述的那样：

通常认为，希克索斯时期是在接近公元前18世纪末时开始的。……希克索斯人进入三角洲时，胡里安人恰好进入了叙利亚北部，他们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进入埃及。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是不把汉谟拉比［著名的巴比伦国王，美索不达米亚年表主要以他的统治时间为依据］的统治往回推很长时间，就无法把希克索斯人与胡里安人的迁徙联系到一起。同样，在阿拉拉赫VII时期当然就不会有印度—雅利安人的影响，他们出现得显然更晚。
(109)



如果依循长年表，那么汉谟拉比的统治时间就是更早的公元前1848年—公元前1806年，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一世则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安纳托利亚中部与胡里安人作战。根据中间年表，汉谟拉比的统治时间是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与胡里安人迁徙对应的加喜特人就出现在汉谟拉比的继任者萨姆苏·伊路那（šamšuiluna）统治时期。在这两种情况下，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胡里安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存在的可能性都非常大。只有低位年表才会拒斥这种可能性。因此，即使接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国家的默证，也没有理由否定公元前18世纪在黎凡特地区存在讲胡里安语甚至印度—雅利安语的人。在所有这些讨论中，我认为都低估了新的军事、政治或宗教力量突然出现的速度。伊斯兰、蒙古人和太平军都是突然开始大规模行动的，所引起的反应也与曼涅托笔下的希克索斯人给埃及人带来的惊讶相仿。

关于存在胡里安人的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

那么考古记录是否会证明公元前18世纪胡里安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存在呢？总体上，唯一可能标示着胡里安人到来的公认分界线就是青铜时代中期二段A和B，前面提到，这应该追溯到公元前1775年—公元前1750年。20世纪的学者强调了缺乏改变的状况。如同凯瑟琳·凯尼恩夫人（Dame Kathleen Kenyon）在《剑桥古代史》中说的：

就巴勒斯坦而言……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到它结束，并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所有的物质证据——陶器、武器、装饰品、建筑、埋葬方式——都强调了在文化和基本人口上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地中海沿海地区的迦南文化。
(110)



这一陈述的真实性绝对毋庸置疑。不过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陶器风格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别具特色的泰尔埃尔—耶胡迪耶（Tell el Yehudiyeh）容器的广泛使用，它是根据希克索斯人在三角洲东部的聚落命名的。在整个黎凡特和埃及东北部都发现了这种陶器。虽然它始于何时仍然存疑。但是在泰尔埃尔—达巴，它首先出现在G层中，比塔克认为这是在第十三王朝，青铜时代中期二段A转向二段B之前。
(111)

 不过，几乎没有多少疑问的是，这种陶器首先出现在三角洲东部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人当中，时间是公元前1775年—公元前1750年，并且在整个希克索斯时代都有所使用。不过，它是被来自北方的印度—雅利安侵略者或胡里安人带来的，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问题。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他们所认为的堡垒形态的变化，即高大的防御土墙由下而上厚度渐减，形成嵌着石头的斜坡。这通常与战车战役以及希克索斯人联系在一起，有时也与来自北方的胡里安人的入侵联系在一起。
(112)

 不过，这些“改进”在第十二王朝的努比亚堡垒中已经出现，在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的青铜时代中期二段A时期显然已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广泛应用。
(113)

 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北部，从巴勒斯坦直到三角洲东部的泰尔埃尔—耶胡迪耶和现代开罗郊区的赫利奥波利斯，发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建筑形式，即堡垒化的围墙，有时会在一角筑有高出的卫城。
(114)

 皮特里认为围墙可能是为存放战车而设，我不知道有谁想出过更好的解释。
(115)

 不论情况是否如此，它们的用途无疑都与军事有关。

这让我们考虑到战车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传播。第五章讨论了在色梭斯特里斯时代的埃及把战车用于仪式的可能性。
(116)

 埃及人最早提到ḥtr和tз nt ḥtry，也就是马和战车，是在公元前16世纪底比斯统治者卡摩斯（Kamose）纪念抵御希克索斯人的战役的铭文中。
(117)

 冯·赛特斯指出，在铭文中没有提到它们用于战争目的，但是大概50年后的一份铭文提到了卡摩斯的继任者阿赫摩斯（ɾ
 Aḥmose）一世驾着战车围攻阿瓦利斯。冯·赛特斯表示这是弄错了年代，因为铭文也提到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的那哈拉因（Naharayin）缴获了一辆战车，他认为这只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5世纪。
(118)

 这似乎是诡辩，因为公元前16世纪初，战车无疑是不仅在巴勒斯坦，也在埃及使用的。

关于这一语义场的词汇来源存在一些争论。词语ḥtr本身显然是古埃及语中表示一对或一队耕种的牛的词语的改用。这个词被用来表示一种以两匹马拉战车的新技术，继而被用来表示马。另一个表示马的词语是ssmt，首次出现在第十八王朝。这与希伯来语的sȗs（马）和阿卡德语的sîsȗ相关。关于这一词群仍有争议，但是通常认为其来源于在梵语ašva（马）中发现的原始印欧语形式的重构。人们还发现了乌加里特语的形式śśw，可能读成*sw
 asw
 a，因此这个词源就更加可信。另一方面，尽管这些词语并没有明确的关联，但是它们仍有可能源自另一种未知的语言。
(119)

 表示“牧马”的埃及词语ἰbr也是最早出现在第十八王朝，它显然源自在希伯来语>
 abîr和乌加里特语>
 ibr中发现的闪米特语形式。
(120)

 表示战车的一个埃及词语mrkbt明显来源于出现在希伯来语merkåvåh中或者结构形式merkebet中的闪米特语形式。另一个词语wr(r(y))t，在闪米特语言学家和研究胡里安语的早期专家斯派泽看来，是来自胡里安语的waratušhu，但是这个形式是否存在并不确定。
(121)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不确定性，但是似乎迎合了这一来自新物种和技术的新需求的，不仅有本土的埃及语词汇，也有闪米特语词汇，可能还有一些胡里安语词汇，最后则是印度—雅利安语词汇。

除了布衡的马以外，还有其他迹象显示希克索斯时期结束前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存在着马匹。皮特里在加沙（Gaza）发现了青铜制的马嚼子，他把其所在的位置描述为希克索斯地层。1936年，研究古代马匹的专家格特鲁德·赫米斯把它们的时间定为约公元前1700年。
(122)

 从那时起，其他学者倾向于把时间推后，但是如同当代古典学者罗伯特·德鲁斯（Robert Drews）所说，它们并没有“正视赫米斯的观点”。
(123)

 考虑到在这一章前面给出的更早的年代得到了普遍证实，那么似乎没有理由怀疑那些马嚼子来自公元前18世纪。

来自泰尔埃尔—达巴的证据倾向于证实马匹或至少马科动物是在公元前1750年以前被引进黎凡特和下埃及的。在遗址的G层到D3层中发现了17头驴或马科动物的骨骼，也就是说它们属于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70年这一时间段。
(124)

 它们大多数成对埋葬在墓葬前，人们认为它们是成对用来拉车的。如果看到了这些墓葬的平面结构，人们会强烈地感受到它们的外形模仿了由马科动物拉动的货车或大车。
(125)

 在F.9层（公元前18世纪早期或中期）的一位配备武装的重要人士的墓葬前，发现了两具年轻人和五具马科动物的骨骸。比塔克认为这两个人和五头牲畜或许都是殉葬的。
(126)

 在公元前18世纪晚期的E.2层中发现了马的牙齿。
(127)

 在死者的墓葬中或墓葬附近埋葬驴子或马的做法也出现在青铜时代早期二段，见于三角洲东部的英沙斯（Inshas）、泰尔埃尔—法拉莎（Tell el Farasha）和泰尔埃尔—马斯库萨（Tell el Maskhutha）以及巴勒斯坦的杰里科和泰尔埃尔—阿朱勒（Tell el Ajjul）等遗址中。这种做法似乎与配备武装的人（或许是武士）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
(128)

 因此，尽管没有关于战车的直接证据，但是三角洲的新来者似乎把马科动物和战车看得十分重要，这不仅发生在宗教层面，也发生在实际层面。

与战役联系在一起的马科动物和马车被从叙利亚和/或更北的地方引进到巴勒斯坦和埃及，这清楚地证明了有关希克索斯人的假说，那就是在希克索斯人迁徙的过程中牵涉到了胡里安人和印欧人。


 希克索斯物质文化

在挖掘泰尔埃尔—达巴之前，人们对于希克索斯时代埃及的物质文化所知甚少。部分原因是，对他们充满敌意的第十八王朝统治者有意毁坏了希克索斯人留下的东西；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并没有把“希克索斯”物质文化的遗存视为独立的存在。实际上，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对泰尔埃尔—达巴文化早有了解，他们认为那是青铜时代中期二段叙利亚—巴勒斯坦文化和埃及中王国晚期文化的混合体或一系列融合的结果。

一些特征似乎是在青铜时代中期二段A的黎凡特发展起来的，例如筑于房屋地面下的墓葬。其他一些特征或者是在黎凡特或者是在三角洲东部的迦南地区形成的，例如泰尔埃尔—耶胡迪耶容器。另一方面，两种现象都成为希克索斯文化和希克索斯时期的特点。
(129)

 泰尔埃尔—达巴的墓葬中有很多青铜武器，尤其是战斧、匕首和刀，制造工艺属于埃及第十二王朝以来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发展起来的精湛的金属工艺风格。
(130)

 尽管在泰尔埃尔—达巴还没有发现长剑，但是在青铜时代中期二段B—C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地都发现了长剑，它们显然是从更早的匕首发展而来的。
(131)

 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希克索斯文化已经拥有了青铜时代晚期主要的新型武器，它们当然是驴、马、马车和精良的匕首，很可能还有战车和长剑。

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海伦妮·坎特（Helene Kantor）把希克索斯时期的艺术描写为一种“混合艺术”（Mischkunst）。
(132)

 唯一能够显示出希克索斯上层阶级和北方接触的独特物品，就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金银合金头饰，上面饰有四个瞪羚头，还有一个看起来极具安纳托利亚特色的牡鹿头。这来自所谓的萨利希耶（Salhiya）宝藏，是在距离泰尔埃尔—达巴大约10公里的地方发现的，人们认为它来自那里的一座希克索斯王室陵墓。
(133)

 在杰里科发现的一个希克索斯时期的罐子上，一个大胡子男人的肖像赫然醒目，肖像具有一种在其他时期从未见过的蛮夷之人的特征。
(134)



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腾空跳跃”的形象，其中动物的腿分别向前后伸展，从而营造出速度感。人们经常用这一姿势表现奇异的怪兽格里芬（第九章将会进一步讨论格里芬和飞奔的姿势）。
(135)

 坎特在1947年出版了题为《公元前两千纪的爱琴海和东方》（The Aegean and the Orient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的开拓性论著，其中提出“腾空跳跃”的形象是从近东传入爱琴海地区的。坎特的论述在年代上非常不精确，她的观点的基础似乎是来自更早的权威人士，他们纯粹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推理，表示这样的“活力”肯定具有欧洲来源。不过，黑尔克继续支持了这一假设。
(136)



柱形印章和象牙的雕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叙利亚北部的式样，尽管加入了许多埃及式的图案。
(137)

 在下埃及和巴勒斯坦，比印章和象牙更为常见的是希克索斯的圣甲虫。一些圣甲虫复制了埃及中王国的样式，一些则在保留了基本形式的同时发展出了刻画在平坦表面的独特设计，表现出了叙利亚—巴勒斯坦艺术的影响。
(138)



希克索斯精美艺术品的主要来源之一显然是毕布勒，多个世纪以来，那里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埃及—黎凡特传统。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色彩亮丽的金属镶嵌工艺或乌银镶嵌工艺，从中王国时期起，毕布勒就开始大量制造这类金属制品。冯·赛特斯描述了一把剑柄和剑鞘装饰着浮雕花纹的希克索斯匕首：

剑柄的一侧是埃及风格的人物，他们穿着短裙，头戴的王冠类似埃及的“白色王冠”。另一侧是两头羚羊，它们抬起前腿背对背站立，头则扭转过来朝向对方。这当然是亚洲的图案样式，在叙利亚的雕刻中很常见。在两头羚羊上方是第三头羊，它正在吃草，姿态也更加自然。剑鞘的设计也混合了多种元素，其中包括埃及的元素，例如一个男孩的身边是狒狒、野狗和鱼；两个男人的衣着也是埃及的式样。但主题是羚羊、狮子和猎人，以及骑在驴上、佩戴着短弯刀的男人，它们显然属于亚洲的风格。
(139)



同样的风格也出现在经常被视为希克索斯艺术的考古学范例之中。那是在塞加拉的一座墓葬中发现的一把匕首，墓主名叫˂
 abd，这显然是个闪米特名字。匕首一侧刻着希克索斯法老的名字阿波菲斯。另一侧写着“主人Neḥmen的随从”，这或许是见于希伯来语Naḥămånî（富于同情心）的西闪米特名字。剑的类型是亚洲的，剑柄的乌木上镶嵌着金银合金，图案描绘的是：

一个勇猛攻击一头狮子的男人。他穿着埃及短褶裙，但是戴着亚洲式的臂钏和金属项圈，胸前则是两条交叉的饰带，上面挂着多个圆环。一头狮子和一只羚羊的姿态都是“腾空跳跃”。
(140)



冯·赛特斯继续描述道：

这一图案充分表现出当时的工艺进展、艺术折中主义以及政治和经济的互相依赖，这些都是青铜时代中期二段B—C时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克索斯的埃及的普遍情况。
(141)



他并没有继续去说明，在出于迈锡尼竖井墓的同一时期的珍贵文物中，这些工艺种类和混合艺术主题多到了什么程度。一些存在对应的艺术品将在下一章予以讨论。


 《圣经》中描述的被扣留在埃及或休整

在两种非埃及的传说中保留了一些有关希克索斯人的征服和被逐出埃及的民间记忆，在以对希克索斯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的概述收尾之前，我想先对这其中的一种进行一下考察。对于希腊版本的达那俄斯和埃古普托斯的竞争故事，第一卷中已经进行了介绍，在下一章中也会进一步讨论。
(142)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另一种传说，也就是《创世记》的结尾和《出埃及记》的开头部分。

《创世记》的故事中含有偏离主题的内容和民间传说的特色。故事中说，约瑟（Joseph）被卖到埃及当奴隶，在那里作为执掌印章的人或臣子从而获得了权力，后来迦南发生了饥荒，约瑟的父亲雅各和他的兄弟们到埃及寻找粮食，约瑟让他们作为法老的仆人在埃及定居下来。
(143)



这个故事在《出埃及记》中被重新提及。这已经是在三个世代之后了，此时希伯来人口大幅增长，新的法老认为他们构成了威胁，让他们在三角洲东部为他建造新的城市。被当作埃及人抚养长大的希伯来男孩摩西回到了族人中间，在上帝的支持下进行了政治/魔法斗争，让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回到迦南。上一章已经谈到，上帝和摩西加诸埃及人身上的瘟疫与火山的特性相关，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灾疫，最终的灾难是杀死埃及的所有长子，而以色列人从中幸存下来。这摧垮了法老的抵抗，他允许犹太人离开，他们立刻动身离开，白天有烟柱为他们引路，夜里有火柱为他们引路。法老随后改变了主意，派出所有的战车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来。犹豫之后，以色列人继续赶路，上帝为他们在海水中分出路来，并用海水淹没了埃及军队。不过，以色列人的问题并未结束，他们在荒野中流浪了40年，直到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Joshua）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地。
(144)



《圣经》对于出埃及的时间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证据。《圣经·列王记》给出的年份是公元前965年修建圣殿的480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1445年左右。
(145)

 如果把《出埃及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中提到的年份按年代顺序加到一起，总共就是554年，而且还有很多时期没有被算到里面。
(146)

 这就会得出一个处于公元前16世纪的时间。不过，在《出埃及记》中提到了修建比东（Pithom）和拉美西斯（Ramesses）这两座“积货城”，这接近公元前1308年到公元前1194年间的第十九王朝。
(147)

 后一个时间似乎符合摩西的孙子生活在公元前1150年左右的说法。因此，传统观念倾向于第十九王朝末期，可能是麦伦普塔赫在位的公元前1224年—公元前1214年。但是，《出埃及记》中提到的非利士人只是从公元前12世纪起才开始出现在埃及资料中，这仍是与之不相容的。不过，上一章谈到，人们发现的纪念石碑提到了这时以色列人已经作为一个民族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这样就排除了出埃及发生在麦伦普塔赫统治时期的可能性。
(148)



这些早就出现的困惑在现代考古学的观照下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征服故事中提到的迦南城市的毁灭发生在什么时候，人们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149)

 不过，争论主要围绕着的是《列王记》引文所支持的公元前15世纪与符合宗谱的公元前13世纪。
(150)

 最近一轮争论是由英国《圣经》考古学家约翰·比姆森（John Bimson）和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引起的。他们重提《列王记》中的时间，总结说在公元前13世纪没有发生符合《圣经》描述的毁灭。唯一可以满足他们要求的时间段出现在青铜时代中期二段C和青铜时代晚期一段的交界。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公元前1550年左右，但是为了符合《列王记》给出的年代，比姆森和利文斯顿把这个时间推后到了公元前1420年。
(151)



这种编年上的变化与其他所有证据皆不相容，尤其是它涉及了对青铜时代晚期一段长度的压缩，因此无法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
(152)

 另一方面，支持公元前13世纪这一时间的人无法回答比姆森和利文斯顿提出的最基本的批评，也就是没有考古证据能够支持公元前13世纪迦南被征服的假设。不过事实上，对于公元前16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破坏，最好的解释就是埃及的征战，我们从埃及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到这些战役确实发生过。

人们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以错位的精确去追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理路线，与此相似，人们试图确定出埃及发生的时间，这同样也是徒劳无功的。显然，很多线索都被纳入整个传说的创造过程之中。不过在我看来，对于人们在埃及的休整和出埃及的所有故事来说，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希克索斯人占领埃及和被逐出埃及的历史事实。希克索斯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并不确定，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弄清公元前17世纪和公元前16世纪是否存在着作为独立种族的以色列人，倘若真的存在，那么以色列人在入侵者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色列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后来发展起来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构成以色列的一些元素是否会来自希克索斯联盟呢？抑或仅仅是以色列人借用了其他民族的传说？

大部分希克索斯人与后来的以色列人一样，是来自迦南的讲西闪米特语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两点特殊的理由暗示着希克索斯人与以色列人有更直接的关系。首先，经证实，在公元前18世纪晚期，巴勒斯坦和下埃及都存在表示希克索斯统治者的名字Yґ
 ḳb hr或Yґ
 ḳb。这个名字与雅各，Ya˂
 ăqov极其相近。
(153)

 雅各·以色列不只是以色列的独有祖先和名字来源，根据传说，他也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法老。第二，在如今的西岸（West Bank）地区，也就是青铜时代末期以色列的核心地带，人们发现了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希克索斯圣甲虫雕饰，这是有效的考古证据。
(154)

 同样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对《士师记》的年表的计算结果，给出的时间与公元前16世纪中期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这一时间相符。

把希克索斯人与以色列人等同起来的想法并不新鲜。阿布德拉的赫卡泰奥斯在公元前4世纪末时写道，关于出埃及的犹太传说与关于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迁徙的希腊传说，都来自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的史实。
(155)

 在曼涅托《历史》的一个版本中，名叫图特摩斯（Tethmȏsis）的第十八王朝首位法老“驱逐了”牧羊人。另一个版本把牧羊人称为摩西领导下的“犹太人”。
(156)

 不知道是曼涅托还是后来的节选者给出了这种对等关系，不过，很有可能曼涅托就是这样认为的。毫无疑问，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时代的反闪米特主义者阿皮翁和他的论辩对手约瑟夫斯认为希克索斯人和犹太人是一回事，实际上，约瑟夫斯把他们描写成“人们所说的牧羊人，我们的祖先”。
(157)

 根据拜占庭僧侣乔治·辛凯洛斯（George Syncellos）的说法，认为出埃及发生在第十八王朝末期而非早期，从而把以色列人和希克索斯人区分开来的是公元4世纪时的教父尤西比厄斯，后者或许是受到了《圣经》的影响。
(158)

 从那时起，人们就倾向于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即使不是反闪米特的，也是反宗教的观点。
(159)



随着19世纪末世俗化风气兴起，很多学者回到了把以色列人和希克索斯人相等同的早期观点中。大多数持不可知论或无神论的古代史学家，包括迈克尔·阿斯特、詹姆斯·布雷斯特德、勒内·迪索、阿兰·加德纳、H. R.霍尔、萨洛莫·卢里亚（Salomo Luria）和雷蒙·韦尔（Raymond Weill）在内，都认为希克索斯的统治阶段是《圣经》中对以色列人在埃及逗留或被扣留的描写的直接或间接基础，而希克索斯人被驱逐则是《出埃及记》的基础。
(160)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一些思想较为开放的宗教学者的接受。
(161)

 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出埃及的故事至少在部分上体现了希克索斯人被逐的民间记忆。


 结论

蛮族的入侵或征服总是令人困惑的事件；异族人突然而至，而后又会迅速消失或被同化。如果入侵的时间短暂，再加上地理范围广阔分散的话，就会给系统的挖掘造成困难。“蛮族”通常不会留下永久性的纪念碑，他们是游牧民族或至少处于游牧阶段，相对而言没有多少物资财产。他们拥有的物品一般是由当地人或其他本土民族制造的。因此，考古学很难追溯他们的迁徙过程或分析那些在史学上已经得到证实的迁徙事件的性质，包括发生在公元5世纪的匈奴人的征服、13世纪的蒙古人的征服和15世纪的莫卧儿人的征服。

不过人们的确会注意到，在这些时期里存在风格的混合和工艺的迅速传播。例如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中国和波斯艺术复杂的交互影响。
(162)

 这导致了之前的本土工艺或艺术传统的瓦解。兼收并蓄的结果是，一些原本属于“蛮族”的传统发展成为独特的风格。不过，随着蛮族失去政治权力或被同化，甚至在此之前，这种风格往往就会消失。在这之后，旧的本土文明重新确拾自己的身份，尽管人们有时会刻意复古，但是本土文明通常总会有所改进。

蛮族征服的另一个特点是，外来的蛮族总会直接或间接激发“内部的”蛮族，后者常常在几个世纪里居住于更富有的文明国家附近。于是，极少数匈奴人或讲土耳其语的人渗透进了罗马帝国，而哥特人（Goth）和日耳曼人则由于匈奴人的出现一拥而入。同样，尽管征服并统治了印度的莫卧儿人首领是讲土耳其语的，但是随他们的入侵进入印度的并不是土耳其或中亚文化，而是波斯人的文化，这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住在印度西北。

这种日积月累的推动力的模式看起来与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70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下埃及的考古证据是相符的。前面提到，在青铜时代中期二段存在物质文化的基本连续性。不过，在公元前18世纪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大多数涉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黎凡特和埃及风格的融合，同时还有一些北方或蛮族影响的痕迹，也就是强调动感和暴力。不过即使如此，公元前18世纪下埃及的文化基本上仍然是叙利亚—巴勒斯坦的。

没有理由认为语言影响的平衡会有所不同。从人们的名字上看，在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似乎很大一部分是讲闪米特语的，同样，正如泰尔埃尔—达巴的希克索斯物质文化在公元前17世纪越来越体现出埃及特色一样，埃及语也在闪米特语面前重新确立了地位。尽管事实上埃及语和闪米特语无疑都是埃及当时的主要语言，但是可能也有人在讲其他语言。

表面上看，不属于亚非语的希克索斯人名无疑难以用胡里安语和印欧语来解释。不过，考虑到曼涅托的传统记录、斯庇欧斯—阿提米多斯的铭文、胡里安人公元前18世纪在叙利亚的扩张、米坦尼人与马和战车的联系、公元前15世纪巴勒斯坦存在讲胡里安语和印欧语的人，我看不到有什么学术理论可以否定他们都参与到了希克索斯入侵埃及的过程中。我认为这让人难以承认，原因从我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史学研究的综述中就可以看出，那就是我感到我在意识形态上强烈认同那些持反面意见的人，反对这一看起来显然能够证实雅利安人的“优等民族”形象的说法。

另一方面，如同我在这一章前面坚持认为的那样，我相信一名学者应该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历史解释不受意识形态偏好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接受雅利安主义者的解释，但我拒绝接受他们基本上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设，即认为通过暴力进行征服或统治会让某个民族或语言群体在道德上或创造力上优于
 被征服或被统治的民族。我当然不会把德国纳粹的地位置于他们曾统治并屠杀的犹太人、吉卜赛人（Gypsy）、同性恋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上
 ，同样也不会接受匈奴人˃日耳曼人˃高卢罗马人（Gallo-Roman）或蒙古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印度人的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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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元前18世纪—公元前17世纪的克里特、锡拉以及迈锡尼文化的产生——希克索斯人的入侵？

这一章关注的是近东和爱琴海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的接触。这是个关键时期，原因不仅在于考古证据；根据帕罗斯碑提供的最全面的古代年表，在公元前16世纪，埃及和腓尼基王子在希腊确立了他们的统治。于是，狭义的古代模式（也就是认为希腊文化是埃及/腓尼基殖民的结果）就依赖于这一时期的证据。存在于这一时期的接触似乎既包括从埃及和黎凡特到爱琴海和希腊本土的直接接触，也包括通过克里特和爱琴海南部进行的间接接触。

克里特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性质，这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中都讨论过，第二章和第三章也讨论了埃及和黎凡特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岁月里对希腊本土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前面的四章尽管谈到了关于希腊的内容，但是主要关注的是边缘性的主题，包括色梭斯特里斯在小亚细亚的征服、对锡拉火山爆发年代的重新界定在年代学上的意义以及希克索斯人的兴起。不过，我们先考虑上述这些内容是有必要的，目的就是帮助理解这一章的核心议题——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间可能存在的埃及和黎凡特在爱琴海地区的殖民。

有关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近东和爱琴海存在大量接触的考古证据，为本书提出的很多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果在迈锡尼文明形成时期的物质层面上存在这样的大量接触，那些反对希腊曾在文化上，尤其是语言和宗教上，向近东学习借用的人，就会从根本上失去理据。另一方面，考古证据并不能帮助狭义的古代模式。青铜时代中期最后的定居点或宫殿虽然有一些位于下面是更早的古希腊工艺品的毁灭层之上，但是并没有发现包括武器在内的纯属埃及和黎凡特的物品窖藏。

而且，我们在第十一章中还会谈到，在爱琴海的青铜时代层位中发现的大多数埃及和黎凡特物品都来自公元前15、14和13世纪。一些埃及宗教机构也有可能在这些稍晚的时期于希腊设立了起来。另一方面，“希腊的”迈锡尼王国此时无疑已经建立，尽管传统上认为公元前15或14世纪珀罗普斯人从安纳托利亚来到了伯罗奔尼撒（对此第十一章也将讨论），但是，传统上认为“埃及”和腓尼基殖民地的出现是先于这一事件的。

这就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在希腊文化中发现的近东文化踪迹，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是有很多来自埃及、黎凡特和爱琴海地区的长久交往，而不是希腊传说中提到的军事征服造成的结果。

我在1986年完成了《黑色雅典娜》的第一卷，之后的四年里我逐渐意识到，我有可能高估了“殖民”期间近东文化渗透的程度，并低估了在此后发生的文化渗透的程度，尤其是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文化渗透，那时埃及的力量和威望都发展到了巅峰。

文化借用的程度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反而比政治上受人统治时更大，这样的模式已经在历史上得到了证实。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东亚。后来，成为越南腹地的红河三角洲无疑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0世纪的汉朝及后代王朝的直接殖民时期之中及之前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然而，越南的大规模汉化却是19世纪越南本土强大的阮（Nguyen）王朝带来的。
(1)

 希腊或许也经历了类似的模式，对埃及和黎凡特影响的接受主要发生在公元前1450年之后。

虽然迈锡尼文明和铁器时代的希腊具有让人无法忽视的兼容并蓄的特性，并且这又推进了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的融合，不过这种文化融合本身并不能证明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在希腊存在希克索斯人的殖民地。不过我相信，来自这两个半世纪的语言学证据和其他证据足以显示出，在这一较早的时期发生了文化借用。

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也就是这一章所关注的时期，有关埃及和黎凡特与爱琴海相接触的考古证据具有显著的军事特色。这十分符合古典时代希腊传说中所说的“英雄时代”，其中来自东方的英雄在希腊建造起了他们的城市。于是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在这些年代里至少存在间接的埃及—黎凡特的殖民过程。不过，考古学对于这样的问题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我们会看到对于这一证据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考古证据既可以用来支持古代模式也可以用来支持雅利安模式。与此前各章一样，在这一章里我们会看到，有确切的证据倾向于支持存在来自近东早期文化的影响。不过，在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进一步寻找有说服力的考古证据，它们可以表明存在源自外国的王朝，正是他们改变了爱琴海沿岸地区的文化面貌。

我在《黑色雅典娜》中提出的对古代模式的第一项修正就是，接受19世纪语言学家关于希腊语基本上是印欧语的说法，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个阶段肯定存在来自北方的一次或多次入侵或渗透。第二项修正就是这一章里将谈到的。我在第一卷中讨论了古代作家的观点，他们相信希腊的殖民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他们把达那俄斯获取阿尔戈斯地区与希克索斯人战胜埃及人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希克索斯人的胜利发生在公元前1575年—公元前1550年。
(2)

 在考古证据面前，这个年表一直让人难以接受；而在重新判定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和爱琴海的陶器时期年代后，这一年表就更不可能成立了。因此，我不得不与古代历史学家分道扬镳，认为殖民或者埃及—黎凡特影响的浪潮发生在公元前18世纪晚期的希克索斯时代开始之时，而不是公元前16世纪早期的希克索斯时代终结之时。

我在第一卷的绪言中提及了多种可能的原因，来解释古代作家为什么要把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判定得离现在更晚近。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不仅现代的历史学家感到保守的叙述显得更加清醒可信，古人也一样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而与此相反的渴望则是用特别古老的年代来赢得听者的注意。

把时间判定得更晚近的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征服的牺牲品，当然会让爱国的希腊作家感到痛苦，他们更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友善地接纳了避难者。在Hyksos（希克索斯）和hikesios的形容词hiketēs（恳求的）之间存在的相似关系，更强化了这种意味。在希腊化时代，人们也热切地想把达那俄斯迁徙和《圣经》中出埃及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前一章已经谈到，《出埃及记》的历史根据主要来自埃及人把希克索斯人驱逐出境的史实。


 克里特的新宫殿

到目前为止，对于克里特考古学，我倾向于使用建立在弥诺斯早期至后期的陶器时期基础上的埃文斯年表。前面提到，埃文斯的时期划分是基于埃及年表的，弥诺斯早期与埃及古王国对应，中期与中王国对应，后期与新王国对应。这样做的一个问题是，在埃及和克里特，文化的显著变化常常发生在一个王国的末期，处于一个中间期之前或期间，而非下一个强大的王朝形成之时。

不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的模式开始得到使用，人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且通过对建筑的关注拓宽了这些时期的文化范围。根据这种模式，青铜时代克里特的年表应该被分成前宫殿时期、宫殿时期早期、宫殿时期晚期和后宫殿时期。关于前宫殿时期和宫殿时期早期之间的分界存在着一些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弥诺斯中期一段A的陶器时期是前宫殿时期，其他人认为这属于宫殿时期早期。
(3)

 另一方面，对于宫殿时期中间出现的断裂，人们存在共识。通常认为，这发生在弥诺斯中期二段和三段的陶器时期之间。具体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公元前1700年，但是由于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被重新划定，这一时间似乎会是稍早些的公元前1730年左右。

这一断裂的标志是，克里特岛上的三处主要宫殿都遭到了破坏，包括北部的克诺索斯、东部中心的马利亚（Mallia）和南部美萨拉平原上的斐斯托斯。这些破坏的出现通常被归因于一次大地震。无疑，克里特处于地壳极其不稳定的地区，在史前时代和有历史记录以来经常发生地震造成的大范围破坏。另一方面，与先前的宫殿相比，在这些破坏发生之后建造的宫殿显现出细微然而明显的差别，也让学者们看到在早期宫殿和晚期宫殿之间存在着作为分水岭的文化断裂。

近东对于宫殿时期早期的克里特的影响很大，这在第四章中已经讨论过。不过，人们通常确定地认为，这些影响，尤其是来自埃及的影响，是随着公元前18世纪晚期新宫殿的建造而增加的。
(4)

 比如说，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公元前1730年—公元前1675年），克里特宫殿里建起了埃及风格的浴室和精美的宴会厅。
(5)



在克诺索斯保留下来的大多数绘画属于较晚的时期。第五章讨论过，埃及传统似乎至少从宫殿时期开始之时就主导了这里的绘画风格。
(6)

 我们无法确切得知，独特的埃及图案究竟从何时起开始出现在这座岛上。此外，尽管最早出现在弥诺斯中期三段的一些主题看起来是埃及的或黎凡特的，但是很多其他的图案，例如海豚、章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图案，都是克里特独有的。

几乎没有多少疑问的是，近东尤其是埃及对克里特绘画的影响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初期得到了强化。
(7)

 一些新的异国形象，例如长翅膀的斯芬克斯、格里芬和“腾空跳跃”，会在下面详细讨论。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些不太有直接“政治”意义的形象。这些形象包括山鹑和戴胜鸟，它们与埃及所描绘的一模一样。对芦苇的描绘也几乎完全符合埃及传统。还有纸莎草，它们的形象也与埃及绘画中所表现的一致，尽管这种植物如果是在爱琴海地区种植就不会像在埃及的尼罗河边那么普遍了。
(8)

 “尼罗河场景”描绘的是一只悄悄接近猎物或在捉鸟的猫，这在埃及直到新王国时期才出现。
(9)

 然而，该场景在爱琴海地区出现得甚至更早，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时就已出现在了克里特，在公元前17世纪也出现在了锡拉和迈锡尼。不过，自从古王国时期以来，构成该场景的不同要素逐步发展，实际上可以肯定它就是源于埃及的。
(10)

 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爱琴海地区获取的战利品可能包括蓝色的猴子。这本身就有趣地显示了克里特与埃及和非洲其他地区的联系。不过，同样有可能的是，爱琴海的艺术家是在模仿非洲艺术对猴子的表现形式。
(11)



宫殿时期晚期开始之时财富稳步增加，装饰风格越发富丽堂皇，这似乎也表现为弥诺斯中期一段和二段的华美的卡马雷斯（Kamares）陶器标型器的大幅减少。对此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金属，尤其是金和银。
(12)

 罐子的新风格也显示出埃及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用于陶器制造的快速陶轮首先在埃及和克里特得到了普遍使用。
(13)

 同样是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彩陶制品在克里特变得非常普遍。更早的制造基地是在埃及和叙利亚。
(14)

 在宫殿里还发现了著名的装饰精美的“王室棋盘”，在第十八王朝的埃及也有与此对应的物品。
(15)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墓葬是埃及和迈锡尼考古学的主要对象，但是它们对于公元前两千纪的克里特却并不重要。这有两点原因，首先，宫殿可以提供大量信息；其次，当时存在极其混杂多样的葬俗。不过，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大型墓葬。

位于克诺索斯宫殿南部的“庙宇墓”可以追溯到弥诺斯中期三段—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这一华美的建筑由院落、地下室和墓室构成，地下室上面建有一座庙宇。阿瑟·埃文斯指出，这一模式完全与狄奥多罗斯对西西里的一座弥诺斯墓葬的描述相对应，那座墓葬也是隐藏在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神庙之下的。
(16)

 尽管这与埃及墓葬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但是克里特的这一建筑无疑属于广义上的祭庙，在整个公元前三千纪，埃及都会在距离墓葬非常近的地方修建这种祭庙。除了这种整体设计上的相似性外，墓葬的一些细节也纯属埃及风格，例如地下室的天花板被涂成代表天空的蓝色。我会在第四卷中尝试将之与埃及天空女神努特联系起来，在石棺中的木乃伊上方和石棺上方的天花板上都绘制有努特的形象。努特的希腊对应者瑞亚的名字来自太阳神Ra的阴性对应者Rґ
 t，她也是掌管墓葬的地下女神，在铁器时代的克里特众神中仍然是主要一员。

位于克诺索斯和现代的伊拉克利翁（Herakleion）之间的伊索帕塔（Isopata），有一处墓地包括了一些藏品丰富的墓葬，时间可以追溯到弥诺斯中期三段。那里最大的“王室墓葬”有一条通往墓室的宽阔的斜坡墓道和一个巨大的墓室，地下墓室的叠涩式券顶约有8米高，这意味着它突出地表形成了一个大土丘。
(17)

 埃及和近东至少从公元前三千纪开始时就已在使用叠涩砌法，不过没有迹象显示在克里特出现了比这一墓地更早的对叠涩法的大规模使用。但是，这或许只是因为，石质结构只是用于建筑基座。
(18)

 伊索帕塔的其他墓葬都有两三米深的竖井通往墓室。
(19)

 这似乎在爱琴海地区是一种新的墓葬形式，但是在近东大部分地区都很普遍，尤其是在毕布勒，那里的一处王室竖井墓墓地修建于埃及中王国时期，墓葬呈圈状排列，与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迈锡尼墓地基本属于同一类型。
(20)




 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克里特武器

自从埃文斯首先创造出了平静天真的弥诺斯人形象以来，这种吸引人的形象就非常有影响力。
(21)

 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这一事实：没有宫殿或城墙的存在证据。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斯巴达也没有城墙；克里特没有城墙，这只能显示出缺少外来的军事威胁，而非对暴力缺乏兴趣。无论如何，弥诺斯中期三段的许多克里特墓葬中都随葬有精良的青铜武器，这强烈显示出墓主与战斗和战役有关。
(22)

 实际上，在弥诺斯中期三段，精良的匕首和长剑的发展令人惊奇。

人们早就注意到，这一时期的青铜武器表现出整个中东和爱琴海地区鲜明的一致性。考古学家雷切尔·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Rachel Maxwell-Hyslop）对这些匕首和长剑进行了编目，提出：它们肯定是由一群“接受了同一流派的冶金训练”的流浪工匠打制的。
(23)

 不过，黑尔克令人信服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理由在于，首先，在青铜时代的文本中没有对流浪的工匠的记载，其次，在公元前一千纪关于工匠离开本土的记录中从未提到过自由工匠，而在埃及，制造武器的人是由国家雇用的。
(24)

 实际上，我在第五章中已经提出，公元前20世纪的色梭斯特里斯征服的后果之一就是，把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金属工匠带到了埃及和黎凡特，即使这并非征服的目的。
(25)



对于克里特在那之后两个世纪里的发展，彭德尔伯里在如今仍是经典之作的《克里特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Crete
 ）中写道：

与迈锡尼文化中期一段的武器相比，这些青铜武器显示出明显的进步。马利亚的匕首必然要被视为那个年代别具一格的武器，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剑最早出现在弥诺斯中期三段。
(26)



弥诺斯中期三段武器制造的总况以及具体的长剑制造起源，是个非常难解的问题。南希·桑达斯（Nancy Sandars）就爱琴海地区的长剑起源进行过论述，认为长剑是在叙利亚的影响下在爱琴海地区发明出来的。
(27)



考古学家和古代冶金学专家基思·布兰尼根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情况非常复杂，原因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提到过的，他认为弥诺斯的武器制造业从弥诺斯早期三段起就受到了来自黎凡特的大量影响。
(28)

 就弥诺斯中期二段和三段的变化而言，他没有找到单一的来源，最后妥协说：

［弥诺斯中期三段—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武器的］融合并不包含任何叙利亚或黎凡特的元素，这很罕见。……尽管有出自这些特征的灵感来源，这些武器仍然具有爱琴海而非黎凡特的外观。
(29)



这里谈到的似乎包括三类匕首和长剑，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把它们归为了第31、32和33类。第31类的特征是“凸缘剑柄”。凸起的边缘使镶嵌装饰的剑柄可以用铆钉铆接在一起。这种基本类型也见于巴勒斯坦的泰尔—阿朱勒和泰尔—法拉（Tell el Fara）的希克索斯地层中。尽管不可能完全确定，但是这种类型的匕首的形象也出现在了中王国的棺材上，有时被标示为mзsgw，也就是bзsgw，这个词与义符[image: ]
 写在一起表示匕首。
(30)

 于是，这可能构成了公元前20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9世纪军事技术的科伊内［（koinē）普遍标准］。
(31)

 相近类型的长剑也出现在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克里特，并且此后在克里特得到了改进。

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描绘的第32类是匕首和短剑里所常见的。它们缺少第31类中的铆钉，具有不同的脊状外形。这一类别的剑似乎是源自公元前18世纪的毕布勒，尽管在整个中东和爱琴海地区都有所发现，但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最为普遍。

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描述说，第33类带有“边缘笔直的带尖剑刃，素面凸缘剑柄与剑刃铸在一起，剑柄的侧面凹陷、底面浅平，剑鞘卡榫是长方形的”。
(32)

 这个类别最普遍地使用了镶嵌式剑刃，例如，在一把短剑上装饰着希克索斯法老阿波菲斯的仆人Nḥmn猎捕狮子的场景，这在上一章中曾经描述过。
(33)

 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认为这一类型产生于叙利亚北部，在中王国时期流行于讲胡里安语的地区，因此她相信这是希克索斯人的武器，尽管出现得比第31和32类更晚。
(34)



明显的是，即使在上述武器类型的封闭世界中，也存在具有相近样式的区域，这包含叙利亚—巴勒斯坦、下埃及和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克里特这些希克索斯地区。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开始后的革新都是在爱琴海地区完成的，其中一些输出到了黎凡特。同样有可能的是，弥诺斯中期一段和二段的冶金术发展对于弥诺斯中期三段的繁荣起到了某些作用。不过，我认为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基本武器类型有可能来自黎凡特的希克索斯地区。

这一观点部分来自这一事实：它符合其他地区文化融合发生的方向，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谈及，另外一些会在下面加以考虑。在关于剑的希腊语词汇中也能找到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表示长剑和匕首的亚非语词汇

希腊语中表示长剑的最常用的词语是xiphos。这个名称在B类线形文字中可能表示为qi-si-pe-e。
(35)

 思想开放的印欧语研究者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Oswald Szemerényi）认为这标示了一种带有圆唇软腭音开头的形式*kw
 siphos。但他承认，令人惊奇的是这在后来并没有产生出形式*psiphos。
(36)

 我认为，在这里假设有一个圆唇软腭音或许是错位的精确。它可能只是个押韵的软腭音和咝音，就如在ke-se-ne，xenos（陌生人）和ku-su xyn或syn中一样，表示的是在一个借词中发成软腭音的咝音。
(37)



19世纪50年代，在雅利安模式胜过埃及学之前，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和海因里希·布鲁格施都提出，xiphos来自埃及语的sft，也就是科普特语的sēfe（剑，刀）。
(38)

 完美的相应关系让几名埃及学家保留了这种词源，尽管这不符合雅利安模式；但是其他人对此则感到不快。
(39)



1912年埃及学家伯查特试图对此进行否定，理由是xiphos不可能具有埃及词源，因为埃及人并不使用这种希腊类型的双刃剑。
(40)

 但是，他的前提和推理都是错误的。在第二中间期的埃及无疑存在着双刃。
(41)

 即使并非如此，在普遍的情况中，革新几乎总是从原本相近的对象中借用或改变意义。比如最早在美国定居的英国移民用“corn”（谷物）这个词来描述此前未见过的玉米，又比如用由马拉动的“car”来表示新发明的汽车。与我们所讨论的词语更接近的是表示“匕首”的埃及词语bзgsw，它源自更早的bзgs（荆棘）。伯查特无力的论述似乎指向了他在解释词源时所面对的意识形态困境。大多数古典学者都会有与他相似的感受，他们尽管完全乐于接受表示奢侈品的腓尼基名称，却不愿去讨论英雄时代表示高级武器的词语可能具有的埃及词源。
(42)



实际上，xiphos无疑是个借词，不仅是因为这里缺少可接受的印欧语词源，而且由于存在一些很不寻常的相似词语，它们显然处于借词模式之中。
(43)

 首先，存在着方言形式skiphos，显示出希腊语面对复杂的咝音时普遍的不确定性。其次，存在单词sēpia（墨鱼）。一向足智多谋的尤利乌斯·波科尔尼无法为sēpia找到印欧语词源，尚特莱纳则无法接受弗伦克尔（Fraenkel）根据墨鱼墨汁提出的这个词源自sēpomai（腐烂的）的说法。
(44)

 更有可能的是，这种腹足纲软体动物的名字来自其内壳，它看起来非常像希克索斯或迈锡尼的匕首。这当然与英语单词cuttlefish（墨鱼）中的cuttle相似，这个英语单词即使不是来自cut（切割）或者由cut延展出的cutler（刀匠）或cutlass（刀身略弯的短刀），也是受到了这些词语的影响。因此，sēpia可能是另一个借词，来自埃及语的sft，即科普特语的sēfe，尽管两个开头的s和长e显示出了晚些时候的借用。与从埃及语f到希腊语p的转变对应的是，希腊语的kēpos、kēbos或keibos源自埃及语的gf（猴子），而希腊语的词干kapn-（烟）源自埃及语中书写时带有义符[image: ]
 ［金属火盆，上面冒着火（和烟？）］的gfn（烘烤）。
(45)

 与此相似，埃及语的f等同于希腊语的ph，这似乎出现在xiphos对sft的借用之中，这种对等也发生在其他地方，例如一些名字和称号的转写，包括来自tfnt的-thphēnis、来自Kз mwt.f的Kamēphis、来自Wnn wfrw的Onnōphris、来自Mn nfr的Memphis。

不过在1971年，一名埃及学家对这一似乎正确的图景提出了质疑。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尔顿·皮尔斯（Richard Holton Pierce）根据三方面的理由攻击了这种词源。第一个理由是基于伯查特的批评。第二个理由几乎同样不可能。皮尔斯提出：“科普特语的sēfe显示出sf. t的第一个音节中有一个重音长元音，但是人们所认为的xiphos的借词在对应位置有一个短元音。”
(46)

 这显示出对于从科普特语中可以重构出古埃及语元音的强大信心。更常见的观点是加德纳提出的，他写道：

人们想利用科普特语来解释古埃及语，但是科普特语的缺点在于在时间上与古埃及语相隔甚远。要把科普特语的ōbe
 t（鹅）这样的单词读成古埃及语中与之对等的зpd，是没有多少合理性的，因为这就相当于用现代英语的读音来读盎格鲁—撒克逊语（Anglo-Saxon）。更古老的语言中的元音和辅音通常会在时间长河中经历修改和变化，因此，最接近的对等词至多只能作为推理的基础
 （强调为作者所加）。
(47)



皮尔斯提出的理由只有第三点具有价值，他质疑埃及词语开头的s为什么要被视为ks的组合，因为qi-si和xi都会指向ks。这似乎又是错位的精确。首先，在希腊语不同的咝音之间无疑存在大量互换。
(48)

 第二，有人反对说，皮尔斯未能区分开埃及语的s和z。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很多埃及学家都认为这两个咝音在中期埃及语中就已经融合在了一起，在s/zft的写法中s和z会被混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巴比伦和亚述转写的埃及语区分开了s和z。
(49)

 因此，借用发生时的形式很可能是zft，词首也就更有可能是x。

利比亚部落把Mšwš写成Maxyes，其中埃及语的š和希腊语的x无疑是对等的；然而除了s/zft到xiphos外，并没有其他得到接受的借词或把埃及语或闪米特语的s转写成x的例子。但是，我在第三卷中会详细讨论一系列涉及这种转换的借词，特别是来自闪米特语的śn>
 （恨）的xen-（陌生的，外国的），还有xyn或syn（和，跟，随着，带有），它们来自在埃卜拉语的ši-in（向……移动，直到）中发现的闪米特语词干和埃塞俄比亚南部的贡纳—古拉格语（Gunna-Gurage）中的介词sə’n（到，直到，到……为止）。

我在第三卷中将会讨论的还有xanth-，它的含义并非“金黄色”，而是“深棕红色”、“烹制的肉类的颜色和气息”和“神圣的”，它来自埃及语的snṯr（焚香，献祭）。有时会作为颜色词与xanthos混用的是xouthos，这个词另外的含义是“快速来回移动，敏捷的”，这或许是它的主要含义，用来形容蜜蜂、蚂蚱等。埃及语的swtwt（到处走，漫步，散步）似乎非常符合这个含意。一种可能是，埃及语单词不总是重复的，因为科普特语的sōt或sot（回到或重复）并没有其他词源，它们似乎会与swtwt有联系。
(50)

 于是，似乎会有很多可能的例子，其中埃及语的s会在希腊语中作为x出现。
(51)

 这里提到的希腊语单词没有一个具有可接受的印欧语词源。
(52)



不论我提出的渊源关系是否站得住脚，皮尔斯把咝音的借用作为这些反对理由的基础，这种基础极不确定，无法否定xiphos源自sft的传统观点，后者完全有可能是合理的。
(53)



如果xiphos来自埃及语，另一个在荷马时代表示“剑”的词语phasganon就没有可接受的印欧语词源，似乎会是闪米特语，phasganon在B类线形文字中被证实为pa-ka-na。
(54)

 词尾的-(a)n是最常见的闪米特语后缀，作用很不确定；没有了这个词尾，词根就是√psg。
(55)

 在《圣经》地名Pisgåh（一座有裂缝的山）中发现了psg（切成两半）。尽管写在中间的是sameḥ而非śin，但是psg似乎有可能是边擦音pśg的反映，而pśg可能与词根plg（分开，分割）有关，这在闪米特语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56)

 后一个词干似乎在后期埃及语中写作png（离开或分开），与表示刀的义符[image: ]
 写在一起。因此，似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希腊语的phasganon来自闪米特语词根*√pśg，意思是“宽刃大刀”。

应该注意到，这两个词带有的B类线形文字符号qi-si-pe-和pa-ka-na都意味着，它们如果是借词，就是在希腊语的圆唇软腭音消失之前引入的，否则qi-si-pe-就会读成*ti-si-pe-；我也认为，较晚的来自亚非语的pa或ba-音的借词被转写进了B类线形文字中并加上了qa的符号，qa也与pa是同音异形。

圆唇软腭音的消失时间并不确定且存有争议，不过人们通常认为，尽管这或许发生在元音u和y之前，但是在B类线形文字泥板写就之时，其他圆唇软腭音仍然是这样拼读的。
(57)

 我会在第三卷中阐述，B类线形文字的拼写传统在现存文书所属的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就已经确立，那时圆唇软腭音已经被转到了大多数希腊方言之中。
(58)

 在这样的情况下，词语xiphos和phasganon的引入似乎在公元前1400年就已发生，或许比那还要再早几百年。这样，这些词语的引入时间就会被纳入与爱琴海地区出现长剑和改进的匕首的时间相一致的时间范围内。

这里还要指出，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公元前两千纪上半期克里特岛的主要语言可能是一种闪米特语，即使不是这样，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方言无疑也在岛上广泛使用。
(59)

 这样带来的可能性就是，即使词语xiphos和phasganon源自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根，它们也可能起源于克里特，因此无法告诉我们有关岛上或岛外刀剑的发展情况。不过，sft在埃及成为表示“剑”的标准词语，更早时又被用来表示“刀”的含义，因此它有可能就是在埃及当地发展起来的。phasganon的情况则不那么明确，因为无法证明psg、pśg或plg是否在黎凡特语中表示一种锋利用具或武器。因此，phasganon可能有克里特的闪米特渊源，尽管源于大陆的可能性更大。

无论如何，这些词源似乎可以支持考古证据，它们暗示着克里特的长剑和改进的匕首是在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从希克索斯人控制的黎凡特地区引入克里特岛的。

复合弓、马和战车

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多种材料制成的“复合”弓首先出现在克里特，弓的木质弧形弓片是用动物角加固的。
(60)

 这似乎也有叙利亚的渊源。在埃及，复合弓在第十二王朝就已出现，但是只限于国王和上层人物使用，外观也保留了与“亚洲风格”的联系。
(61)

 因此，复合弓出现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就与希克索斯人入侵的时间相一致。

我们回头考虑希腊本土的情况时，会更详细地探讨爱琴海地区对战车的最初的引进。不过这里要指出，克里特人对马和战车的最早表现，是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在克里特岛南部美萨拉平原的阿基亚特里亚达（Aghia Triada），人们在这一时期的小型宫殿里发现了刻有两匹马拉的战车的印章。
(62)

 在克诺索斯南部阿卡尼斯（Archanes）显然属于王室的地下穹隆顶蜂巢式墓葬中发现了用于献祭的被肢解的马匹，这也显示出马在新宫殿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63)




 腾空跳跃、斯芬克斯和格里芬

几乎没有多少疑问，“腾空跳跃”的形象是较晚引进埃及的，因为得到证实的最早例子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
(64)

 另一方面，它看起来是几乎同时出现在叙利亚和克里特的。在克里特，这一形象出现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开始时，但同时也出现在黎凡特的希克索斯艺术中。
(65)

 坎特认为这样的活力必然属于欧洲人，但是其他资料把“腾空跳跃”以及对狩猎和战斗场面的热衷与希克索斯人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后者更加令人信服。“腾空跳跃”的出现，只是弥诺斯中期三段克里特艺术中动感和自然主义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
(66)

 因此，与建筑和冶金业的情况一样，我们从当时的艺术创造中也可以看到令人瞩目的新形式的出现，这些新的形式源于弥诺斯传统和当时希克索斯人所在的近东地区的艺术特点。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与王室和征服有关的两个特殊主题。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的名称Sphinx可能来自埃及语的šsp ґ
 nḫ（活的雕像），它或许在《辛奴亥的故事》中用来表示守护色梭斯特里斯宫殿的斯芬克斯。
(67)

 狮子和人的组合形式首先出现在弥诺斯中期二段的克里特，但是这一形象得到接纳，以及最早出现长着翅膀的斯芬克斯的时间，只能追溯到弥诺斯中期三段。不过，斯芬克斯在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出现时间显然比这更早。

尽管这一巨型怪兽像在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有所表现，但是它似乎肯定是在埃及成为太阳的象征，并在埃及发展出了长着翅膀的形式，这或许也与格里芬类似。在斯芬克斯这一形象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叙利亚肯定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68)

 安德雷·德塞纳（André Dessenne）进行过关于斯芬克斯的专题研究，对于被他视为希克索斯时期的无序状态的情况，他描述为，“［斯芬克斯］它没有消失，不仅如此，我们可以说它获得了新的力量”。
(69)

 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叙利亚无疑关系密切，但是与第2中间期相比，斯芬克斯出现得并不多，这让德塞纳感到惊奇。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一怪兽对于希克索斯人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描述了斯芬克斯是多么频繁地出现在希克索斯人的圣甲虫雕饰上。德塞纳也注意到了斯芬克斯的多种表现形式，没有翅膀的、长着翅膀的、运动中的、静止不动的、站着的、躺着的、戴王冠的、不戴王冠的。不过，他强调了绝大多数斯芬克斯是叙利亚式的而非埃及式的。考虑到与埃及的密切联系，德塞纳认为这一情况令人称奇。
(70)



德塞纳认为，斯芬克斯是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开始之时进入克里特的。而且，那时的斯芬克斯的样式具有叙利亚的渊源。
(71)

 德塞纳否定了之前的雅利安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雄性的埃及斯芬克斯和雌性的爱琴海斯芬克斯之间有根本差异，但是德塞纳认为这两个地区存在性别的混淆。
(72)

 不过他不想承认，斯芬克斯是由希克索斯入侵者带到克里特的。德塞纳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有关希克索斯人侵入埃及的观点还不盛行，侵入克里特就更是让人感到荒诞了，因此德塞纳只有求助于有关两个共时事件的假设：

……大灾难给早期宫殿的存在野蛮无情地画上了句号，之后人们看到了东方化的浪潮，这是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这一浪潮带来了大量东方的艺术图案和主题，其中包括斯芬克斯和格里芬。克里特为什么在那时更能接纳这些呢？我们只能进行推测。一种可能是，即使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宫殿之间没有出现断裂，震荡也会产生一个真空。……如同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说的那样，在希克索斯时期，克里特和东方的联系可能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多。
(73)



克里特的斯芬克斯形象来自希克索斯人控制下的区域，格里芬的引入则是斯芬克斯情况的再现。鹰首狮身的格里芬同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兰和埃及。
(74)

 格里芬在整个古王国时期和中王国时期都存在于埃及和叙利亚，在此期间，克里特人都有可能借用格里芬的形象。克里特岛上最早表现这一形象的例子，是在斐斯托斯古宫殿最上层发现的两个印章的印记。奥地利古代史学家弗里茨·沙赫尔迈尔（Fritz Schachermeyr）指出，这或许是埃及影响的结果。
(75)

 但是，就格里芬进行过专题研究的安娜·玛丽亚·碧斯（Anna Maria Bisi）认为：

在克里特的格里芬发展的过程中有两点似乎可以确定。第一，格里芬在弥诺斯中期三段［按本书的年代是公元前1730年—公元前1675年］之前并没有出现在克里特岛上。第二，格里芬的形象从最初起就不是自发创造出来的，而是从这一地区之外引进的，也就是公元前两千纪的叙利亚。
(76)



要调和这两种主张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困难。首先，历史上或考古记录上出现过多次“断裂”，一些情况下与新时期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在此前时期的末期就会小规模地出现。第二，沙赫尔迈尔倾向于主张埃及的影响，这与阿瑟·埃文斯的观点一致，但是碧斯主张叙利亚的影响，这也是亨利·法兰克福（Henri Frankfort）的主张。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只不过是又一个例子，可以表明艺术史和考古学的多个领域以及古代模式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对这一时期的情况有多么不确定。比如说，希罗多德不确定斯巴达国王的祖先是埃及人还是“亚述人”。
(77)

 答案显然是，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叙利亚南部和下埃及都处在希克索斯人的控制之下。这在格里芬的情况中就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亨利·法兰克福在1936年写过一篇出色的文章，其中比较了爱琴海地区的格里芬和中王国时期埃及的格里芬，以及米坦尼和中亚述时期印章上的格里芬，并认定这一形象是在希克索斯时期创造出来的。
(78)

 碧斯完全接受了这种结论。
(79)



格里芬的再现形式并不只是一件艺术史研究者关注的小事，相反，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斯芬克斯一样，格里芬最早似乎是一种保护法老的生灵。不过，它总是具有侵略性的、掠夺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的叙利亚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格里芬仍然保留了与王室相关的含义。这种本性上的特点，加上它与希克索斯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同时出现的，这让人们几乎可以肯定格里芬是希克索斯王权的象征和支持者。格里芬的迦南对应者似乎是ke
 rȗb［智天使（cherub）］，二者的作用是一致的，在《圣经》中，神奇的智天使具有各异的形态，他们是上帝宝座的支撑者和上帝活的战车。
(80)



单词ke
 rȗb具有明确的闪米特词源，见于阿卡德语的karȗbu或karîbu，19世纪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它和希腊语的gryps grypos（格里芬）有关联。这种观点后来遭到了反对，尽管词汇学家无法找到这个词的印欧语词源。
(81)

 1968年，古典学者和闪米特学家约翰·佩尔曼·布朗（John Pairman Brown）利用《圣经》以及希腊和拉丁语文本的丰富资料论证指出，希腊语的gryps和希伯来语的ke
 rȗb具有惊人相似的形式和作用，目前还没有什么理由能否定这种词源。
(82)

 不过，布朗并没有推测借词出现的时间。“格里芬”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赫西俄德或荷马的文本中，因此借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东方化”时期，那时格里芬实际上已经是频繁出现的图案主题了。
(83)

 由于有大量青铜时代的图案为证，语言上的借词或许发生在公元前两千纪。

考虑到构成希克索斯群体的主要是讲闪米特语的人，因此在公元前18世纪，人们可能就已经把格里芬称为karȗbu、karîbu或ke
 rȗb了。
(84)

 增加了这个词在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地区投入使用的可能性的是，正在奔跑、翱翔或捕猎的格里芬是弥诺斯文化后期和迈锡尼的艺术中最常见的意象。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在宫殿时期晚期的克诺索斯和迈锡尼的皮洛斯，帝王宝座两侧的墙上都画着成对的格里芬。
(85)

 这意味着它们在宫殿时期晚期的克里特和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是标准的王权象征。克里特的成对格里芬或许属于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因此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或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皮洛斯的格里芬在时间上则可能更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格里芬是纯属迈锡尼的象征。不过，第十一章会讨论到，希腊占领克里特中部是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开始之时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晚于克诺索斯的格里芬的出现时间。而且，所发现的小型物件足以证明格里芬这一主题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和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所具有的重要性，周边的证据也足以显示出格里芬在这些时期所具有的王权意义。
(86)



于是，格里芬和斯芬克斯的情况都体现出，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希克索斯人控制下的叙利亚和埃及对克里特岛上王权的象征形象产生了直接影响。


 希克索斯人是否在公元前1730年左右入侵了克里特？

在弥诺斯中期三段的陶器时期开始之时，克里特的三处宫殿全部被摧毁，而后又迅速重建起来。尽管在破坏之前和之后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但是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足以使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将之描述为克里特宫殿文化唯一的一次断裂。改变发生在建筑、墓葬结构、绘画、微观艺术乃至青铜武器的制造上。这些变化大多数都显示出对埃及和叙利亚的风格、技巧的借用与本土的发展。其中的一些变化显示出与希克索斯人的特别接触，例如引进战车或是至少了解了战车。引入“腾空跳跃”的形象以及希克索斯形式的斯芬克斯和格里芬这两种王室象征，都显示出与希克索斯人的联系又进了一步。

我们该怎么解释这些新的特征呢？三处宫殿又为什么会全部遭到摧毁呢？毋庸置疑，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不想接受克里特遭到了侵略的说法。这样“切实”而平淡的解释有时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在1953年给出了非常有道理的论证，认为叙利亚西北部的阿拉拉赫的第七座城市不可能毁于外来侵略。
(87)

 但是，1957年发现的一份赫梯文本显示出，这座城市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被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一世毁灭的。
(88)

 在克里特，用地震来解释发生的灾难仍然是主导的做法，尽管考古学家辛克莱·胡德试图用内部战争来解释这些毁灭。
(89)

 认为宫殿是被自封为克里特统治者的希克索斯“王子”摧毁的，这难道不是更为方便省力的提案吗？

阿瑟·埃文斯认为当时发生的变化为“新的种族成分”的出现提供了证据，但是他坚持说这些证据不足以显示出有“外国人的掌控”。
(90)

 大多数现代学者甚至无法接受这种程度的文化渗透，他们坚持认为，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希腊人”入侵克里特岛，期间一直存在着连续性。
(91)

 弗兰克·斯塔宾斯在他收录于《剑桥古代史》的关于早期迈锡尼的文章里提出，希克索斯王子在公元前16世纪早期定居于阿尔戈斯地区。这种观点本身并不太受欢迎，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在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希克索斯人统治了克里特。
(92)



在一些例子中，以陆地为根基的“蛮族”征服者适应了海洋的环境。蒙古人并没有征服日本，但是他们无疑能够组建起大型舰队并发动大规模远征。尽管罗马人坚决禁止教授蛮族造船或航海的方法，但是日耳曼部族的汪达尔人（Vandal）仍然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数十年里占领了北非大部分地区并以海军力量控制了地中海西部。
(93)



我们在上一章里讨论过，就希克索斯人的情况而言，比塔克在泰尔埃尔—达巴进行的挖掘显示出他们曾大规模参与航海活动。比塔克把希克索斯人的航海活动与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联系到一起。
(94)

 关于希克索斯的这一新发现尚未得到当代历史学家的承认。此前，爱德华·迈尔和其他20世纪早期的古代史学家曾指出，在爱琴海地区存在过希克索斯人的统治，但是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想法都是荒诞的。迈尔的说法主要是基于在克诺索斯的弥诺斯中期三段地层中发现的盖子，上面刻着希克索斯法老基安的名字。
(95)

 不过，迈尔他们仅依托于这一件物品来建立自己的假说，这未免荒谬。他们的主要观念就基于他们所观察到的在埃及和克里特同时发生的相似变化。
(96)



不过，迈尔遇到的主要挑战都是基于这个盖子的，特别是由于在赫梯首都的一个黑曜石化妆盒上同样发现了基安的名字。人们认为这个盒子是法老送给赫梯国王的礼物，因此有人认为在克里特发现的盖子也是一样。它远不能证明希克索斯帝国的存在，而只是显示出了独立力量的聚合，也就是说，这一发现能标示的只是相互接触而不是存在着一个帝国。
(97)

 埃及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史蒂文森·史密斯接受了这种看法，但是不愿意以此否定迈尔的观点，他写道：“迈尔凭借敏锐的直觉，富于想象地强调了［埃及］与爱琴海和叙利亚日益增多的接触，这种接触的迹象如今更加明显。”
(98)

 我认为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认识迈尔的观点，将“日益增多的接触”视为当时希克索斯王子建立的某种联盟，它处于埃及希克索斯法老的统治之下。不过，由于克诺索斯宫殿是如此富丽堂皇，那么弥诺斯中期三段到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的克诺索斯统治者似乎就有可能是国王或地位高于爱琴海地区其他王子的人。

下面将谈到的考古证据会显示出，在基克拉泽斯的一些地区即使不存在希克索斯人的直接统治，也存在着对其的密切附属关系。在竖井墓和迈锡尼文化早期大陆的其他墓葬中发现的物品受到了克里特的巨大影响，这似乎可以强化有关忒修斯（Theseus）、雅典人每年向弥诺斯国王献祭和弥诺陶洛斯的传说。这些传说指向了弥诺斯人的“制海权”或以某种形式统治陆地国家的海上帝国。在以“弥诺斯制海权：神话还是现实？”为主题的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相信这些传说主要是指新宫殿时期开始之时，尽管他们并不想把神话和现实不理智地完全等同起来。
(99)



前面提到，斯塔宾斯提出，希克索斯王子尽管没有征服克里特，但是征服了希腊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我相信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克里特。沙赫尔迈尔和黑尔克对迈尔想象中的希克索斯帝国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与在克诺索斯和赫梯首都发现的物品相似的礼物是中王国时期由埃及送给毕布勒统治者和其他叙利亚—巴勒斯坦王子的。这让我们又回到了第五章讨论过的问题，就是中王国时期埃及在黎凡特的影响或势力的性质和程度。不过没有人怀疑，在第十二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附属于埃及的毕布勒收到了法老的礼物。
(100)

 因此，法老显然有可能给臣服于他的统治者送去私人礼物。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这一部分的讨论。我们知道，所有的克里特宫殿都在公元前1730年左右遭到摧毁，并在重建后显示出与此前的差异。差异虽然不大，但是不容忽视，其中很多都顺应了当时处于希克索斯统治下的黎凡特和下埃及的潮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象征的斯芬克斯和格里芬在弥诺斯中期三段首次出现在了克里特，此前它们一直与希克索斯王权及其征服联系在一起。我们也知道，随后的数十年里在克里特和“希克索斯地区”之间存在接触。

在这方面还有另一项证据，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库”（Hieroglyphic Deposit）。这是指在克诺索斯宫殿里发现的许多印章，它们就处于弥诺斯中期二段和弥诺斯中期三段之间的毁灭层中。“象形文字库”的说法来自印章上的克里特象形文字。不过，正如弗里德里希·马茨在《剑桥古代史》中所说的：

除了带有装饰图案和象形文字的印章外，还有一些印章上刻着图画，这种直接表现自然的图画在克里特、埃及或东方都没有找到先例。
(101)



如同马茨所说的，在之前的弥诺斯中期二段的克里特宝藏中可能会发现这些图画的前身。不过，它们的主要成分似乎是上一章讨论过的“希克索斯国际化”风格，这种风格兼容并蓄且富有活力。
(102)

 两个最引人注目的印章以自然主义的风格描绘了通常被视为“统治者”的大胡子壮年男人，以及被视为“王子”的无须年轻男子。与“统治者”肖像相似的，是在杰里科一处“希克索斯”墓葬中发现的罐子上的肖像（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以及在一处竖井墓中发现的印章和来自迈锡尼的黄金王室面具，后两者会在下面进行讨论。
(103)

 如果这些真的如同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统治者的肖像，那么它们描绘的就非常有可能是希克索斯蛮族。

总之，尽管没有直接证据
 表明克里特在公元前18世纪晚期被来自下埃及的希克索斯武士征服，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对新兴起的具有侵略性的希克索斯人有所了解，那么采纳这种假设显然比认同安德雷·德塞纳的看法更加便捷。安德雷·德塞纳认为先后发生了两种事件，首先是在弥诺斯中期二段末期宫殿不知何故遭到摧毁，之后才是克里特受到了外国的影响。
(104)




 希克索斯人在锡拉岛？

毫无疑问，如果希克索斯人征服了克里特，那他们也只会影响到已经发展成熟的复杂文明的表面形式。于是，假设这种征服发生过，那么就在征服发生后不久，希克索斯人对当地物质文化的影响就在弥诺斯传统乃至地中海东部文明中消失了。

克里特北部的情况或许不同。虽然如第二章和第三章谈到的，那里在公元前三千纪似乎受到了埃及和黎凡特的很大影响，而且当地出现了高水平的文明，但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之初，当地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低潮。因此，希克索斯殖民对希腊大陆的文化可能造成了更加持久的冲击。

而且，正如“希克索斯”对埃及的最大影响是引入了邻近的巴勒斯坦文化，“希克索斯人入侵”对爱琴海地区的最大影响可能就来自克里特。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似乎是印度—雅利安—胡里安—闪米特人，克里特的希克索斯人似乎是印度—雅利安—胡里安—闪米特—埃及人，而基克拉泽斯和希腊大陆的希克索斯人则是印度—雅利安—胡里安—闪米特—埃及—克里特人。如果这样的复杂组合看似不太可能，那么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西罗马帝国入侵者的匈奴—土耳其—伊朗—哥特性质或诺曼征服背后的海盗—法国人（意大利人）的组合。还应该注意到，在历史上所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中，邻近的文化总是最有影响力的。就爱琴海地区整体上的物质文化而言，我们可以期待看到弥诺斯的形式和风格的扩散；就克里特的闪米特化和埃及化程度而言，我们可以期待看到在神话、宗教和语言领域对这些文化的引入。

来自锡拉的考古证据

第七章详细讨论了锡拉火山爆发和人们对火山爆发时间的界定。这里要考虑的只是被火山爆发摧毁的文化所留下的大量遗存的某些特点。在介绍阿克罗蒂里的重大发现之前，我们似乎需要提一下位于锡拉岛上其他地方的两大发现，它们似乎能显示出与希克索斯人的某种接触。

首先是在锡拉博物馆展出的三个泰尔埃尔—耶胡迪耶风格的小罐子。如何辨别泰尔埃尔—耶胡迪耶风格和希克索斯风格尚无定论，尽管有一些令人疑惑的情况，但是这两种风格的重叠仍然令人无法忽视。人们对这些小罐子的出处也存有疑问，它们可能是在近代从埃及带到锡拉的。不过，由于它们不带什么装饰，也不具备埃及的典型特点，因此这种猜测并不太可能符合实情。或许我们应该接受瑞典考古学家阿斯特罗姆的判断，认为它们是在古代被带到岛上的，就和在塞浦路斯发现的类似小罐子一样。
(105)

 有一把剑，据说也是在锡拉发现的，上面的装饰采用了叙利亚的乌银镶嵌工艺，在上一章里已经提到过这种工艺与希克索斯艺术的联系。
(106)



被锡拉火山爆发毁掉的地方包括一座城，位置在现今的阿克罗蒂里村。这座城被火山灰覆盖，考古学家克里斯托斯·杜马斯（Christos Doumas）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古爱琴海的庞贝”。第七章中谈到，人们普遍认为公元前1450年左右锡拉火山的爆发摧毁了弥诺斯文明，1939年，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将这一普遍观点学术化。他提出，这种情况下迈锡尼人能够征服这一地区。不过，他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检验了自己的假设。当时马瑞纳托斯在他认为最有希望的地方进行了挖掘，挖掘得到了资金支持，动用了精良设备，挖掘的结果令人激动。只用了几个小时，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座城市，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挖掘出数十座保存良好的建筑，有些建筑有两层楼高。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也出于考古学的审慎，他们没有继续挖掘一处显然更大的遗址。
(107)



这座城显然表现出，公元前17世纪爱琴海南部的生活高度复杂化。它的文化呈现出与克里特相似的特点。这一时期，来自锡拉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为数不多的记录是用克里特的A类线形文字写就的。阿克罗蒂里的计量单位与克里特的一致，因此也与中东的度量衡一致。
(108)

 在锡拉有很多弥诺斯时期的石制容器，而且据估计，6.5％的陶器都是进口的，可以料想它们是来自克里特东部和北部。
(109)



与希腊大陆的接触似乎少得多，只有2.5％的陶器来自希腊大陆。即使如此，在竖井墓中发现的陶器也与之有相似性；并且，在公元前1730年到公元前1675年间的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的陶器时期，锡拉、伯罗奔尼撒东北部的阿尔戈斯与米洛斯岛、基亚（Kea）岛和基西拉岛存在特别的联系。
(110)



在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克诺索斯也发现了基克拉泽斯的容器。一种合理的观点就是，基克拉泽斯是通往希腊大陆的主要中转地。
(111)

 另一方面，至少商业上的更多接触似乎是有可能的，因为事实上，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克里特铅制砝码包含来自阿提卡劳利昂矿区的铅，其他金属物品则包含来自劳利昂和拉科尼亚（Laconia）的铜以及来自拉科尼亚的黄金。
(112)

 因此，我们似乎有足够的考古学证据来支持很多有关弥诺斯“制海权”的希腊传说，特别是关于弥诺斯人来到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凯奥斯岛上散居的传说。
(113)



在阿克罗蒂里的火山爆发层之下也发现了埃及和近东的物品，包括九个或许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石膏花瓶以及一些三足石臼，它们或许同样出自叙利亚—巴勒斯坦。
(114)

 还有一个黎凡特的“迦南罐子”，它具有标准的外形，容量是公元前两千纪大部分时间里地中海东部地区罐子的标准容量。另外还有一个或许出自埃及的石膏罐子和两个至少具有非洲渊源的鸵鸟蛋来通。
(115)



利维亚·摩根（Lyvia Morgan）对锡拉壁画进行了深入研究，她指出了有关大量黎凡特物品的极其重要然而矛盾的一点：

……图像证据显示出略微不同的侧重点，锡拉与埃及的联系超过了与近东的联系。来自一个地方的观念可以经过第三方渗透进来，在此实际上是经由克里特发生的，但是也不应排除锡拉人和埃及人直接接触的可能性。“隐形的”进出口是必然的幽灵般的存在，其中就包括观念和形象的输入与输出。
(116)



来自黎凡特的物品更多，然而来自埃及的隐形影响更大，整个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地区都呈现出这种矛盾。利维亚·摩根指出，对此的最好解释是，这是在逆时针方向的贸易中通过毕布勒和其他闪米特的黎凡特港口——尽管这些港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埃及化了——进行接触的结果，对此我们会在第十一章中讨论。同时，我们应该考虑来自锡拉的重要而有趣的图像学证据。

锡拉的壁画

阿克罗蒂里的最惊人的发现是一些壁画，它们比阿瑟·埃文斯在克诺索斯发现的壁画保存得更完好。从锡拉壁画上，我们第一次有可能了解到它们的整体结构，根据与埃及壁画的比较，也有可能推测出它们的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不仅具有装饰作用，也具有普遍的宗教意义，尤其是宗教膜拜方面的意义。
(117)

 学者们也指出，锡拉的壁画既具本土特色也有普遍特征。它们与克里特的壁画相似，却并不完全一致，同时也与近东有密切联系。南诺·马瑞纳托斯（Nanno Marinatos）在她的壁画研究成果中指出：

克里特和东方之间自然有重要的差异，但是相似性是更基本的。一个埃及人在克里特不会感到完全置身于异域。……如果我们要了解弥诺斯人的心态，我们就必须把克里特和锡拉视为更广阔的古代东方世界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在没有书面记录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
(118)



在本书第四卷中，我会讨论壁画所能体现出来的埃及对希腊神话的影响。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些壁画揭示出了它们绘制时的锡拉社会的什么特点。

在这方面，最有启发性的是两组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的大型窄幅壁画。两组画面的手绘线条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其中一组画面描绘的是城市和乡村的景色，似乎还有海战的场景；在另一组画面上，仪仗舰队从一座城市出发驶向欢迎舰队到来的另一座城市，前一座城市位于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流河口，后一座通常被认为是阿克罗蒂里本身。
(119)



艺术史学家和爱琴海考古学家卡伦·波林格·福斯特（Karen Pollinger Foster）认为两组画面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她举出了很多精确的对应关系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认为整个场景就是爱琴海版本的埃及塞德节，节日庆典包括多项竞赛和仪式，来庆祝法老统治的周年纪念，以及法老重获新生。
(120)

 这或许是错位的精确，不过，这些壁画的确包含了很多毋庸置疑的埃及仪式的特征。

壁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描绘了复杂奢华的生活和高度发展的社会等级制。人们不同的服饰和姿态表现出明显的社会“阶级”差异，而对比最鲜明的就是划桨的人与悠然坐在肩舆下或独立舱室中的乘客。
(121)



这些惟妙惟肖的画面也首次展示出不同舰船的结构和装备，它们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埃及化的特点，也有一些特点是属于黎凡特和基克拉泽斯本土的。我们很难把这些特点截然区分开来，因为至少从公元前三千纪开始这些地区就存在形式和装备的相互借用。总体上我们只能同意以色列海事考古学家艾弗纳·拉班（Avner Raban）在深入研究锡拉的船只时所做的总结：

锡拉的船只代表了基克拉泽斯、克里特和埃及航海传统的融合。很多埃及元素出现在这些船上，一些是同时代埃及舰船的特征，其他一些则可以追溯到前王朝时代。
(122)



这些“列队航行”的船只的另一个有趣特征是，其中的船只并没有扬起帆或凭借正常的划桨方式航行，划桨的人是以一种站立向前弯腰的姿势来划动短桨。很多学者指出，以这种方式推动一艘大型船只前行是没有效率的，而且在公元前两千纪时就已经过时了。最接近用这种划桨方式推动大型船只的情况出现在第五王朝（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塞加拉壁画上。他们凭借这些特征令人信服地总结说，这些船应该是在参加宗教仪式，船的航行距离较短，这种航行方式旨在迎合塞德节或其他仪式的复古之风。
(123)



尽管这显示出深刻的埃及影响，但是对这些绘画产生主要影响的无疑是南方70英里之外的克里特。不过，在锡拉和克里特的绘画之间存在有趣的差异，这或许具有重要意义。最明显的差异就是，锡拉对战争的表现方式并没有出现在目前为止发现的克里特绘画中。而且，武士们戴的头盔是用公野猪的长牙制成的，这原本被视为迈锡尼独有的特征。
(124)

 但是，如同利维亚·摩根所指出的，这种野猪牙头盔是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陆都有发现的“区域”类型，而在克里特要“略多”一些，并且可以追溯到弥诺斯中期三段。
(125)

 剑没有出现在锡拉壁画上，但是在中东和爱琴海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和有关英雄时代的希腊传说中，剑都与王权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也不足为奇。
(126)

 在克里特的这些壁画中也发现了士兵常使用的“塔状”盾，尤其是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和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时期。
(127)

 总的来说，利维亚·摩根指出，我们很难区分锡拉壁画中所描绘的人物的特征属于弥诺斯还是迈锡尼，这样的区分也具有任意性。
(128)

 认为此时的锡拉具有迈锡尼文明的特征，这种想法尤其引人注意，因为这些壁画绘于公元前1628年之前，而不是马瑞纳托斯和其他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公元前1450年或公元前1500年左右。

人物的一些服饰与近东和爱琴海地区牧羊人的粗毛大衣相近。卡伦·波林格·福斯特认为这与一项节庆传统有关，即一些王室随从会被指派在塞德节中充当庄稼人。
(129)

 锡拉壁画中的很多人物不同于弥诺斯人、迈锡尼人和埃及人，他们身穿长袍，其中最精致的衣服在卷边周围有一条或两条带子，领口处也有一条带子。
(130)

 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墓葬绘画上的叙利亚图尼普和卡迭什（Kadesh）王子，也穿着与此有些类似的饰有彩色花边的长袍。
(131)

 公元前17世纪的锡拉和公元前15世纪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距甚远，却在服饰上存在相似性，而且画面中公元前15世纪的“Keftiw王子”（克里特王子）身穿完全黎凡特化的服饰，这都显示出希克索斯人在火山爆发前的锡拉即或并非统治者，也具有重要地位。
(132)

 摩根并没有提到这种对应性，但她记录说，很多学者指出，锡拉的一些很可能是祭司的重要人物肩膀后面垂下的织物“在近东有漫长历史”，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的神灵。
(133)



关于船队从哪个城市出发，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彼得·沃伦和其他学者认为，该城市所有的特征都可以在爱琴海地区找到。
(134)

 但是，其他学者并没有发现爱琴海地区有哪座城市位于河口，而且河流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此外，山上的动植物，尤其是在山上猎杀鹿的狮子，也不属于爱琴海地区的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在希腊大陆有狮子，但是如同南诺·马瑞纳托斯所指出的，“狮子不可能在干旱的爱琴海岛屿上游荡”。
(135)

 同样有趣的是，希腊语中表示狮子的leōn-与迈锡尼语中的rewo-和lis，分别来自埃及语的rw和迦南语的layîs。
(136)



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根据地理和生物分布方面的理由提出，船队驶离的城市位于利比亚，这种说法得到了英国古典学者丹尼斯·佩奇（Dennis Page）和意大利考古学家斯图奇（S. Stucchi）的支持。
(137)

 他们认为，在爱琴海地区不可能存在独特的山地海岸，那里充满了异国风情的动植物，以及从山上冲入环绕城市的海洋的河流。马瑞纳托斯强调，他认为壁画与希罗多德对利比亚部落的描述相对应，包括把头发梳成绺周围剃光、大号耳环、割礼、盔甲、衣服和赤裸的溺水者。
(138)

 马瑞纳托斯还注意到了另一幅壁画上两个拳击男孩所具有的非洲人特点。
(139)



利维亚·摩根从孤立主义者的角度出发反对这些观点。她提出，绘画的内容完全不同于平坦的利比亚东部海岸，即使是昔兰尼加（Cirenaica）的多山海岸也缺少海角和岛屿，更不用说大河了。在人物特点方面，她认为，尽管利比亚的孩子和年轻人会把一部分头发梳成绺另一部分头发剃光，但是埃及人也会如此；大号耳环也出现在爱琴海地区；锡拉人行割礼的图像证据富于幻想，不过利比亚人是不行割礼的；盔甲和服饰的相似性是错误的；把敌军的死者描绘成赤身裸体是种惯例。
(140)

 这些看法大多数是合理有效的。

不过，利维亚·摩根在否定与利比亚的特殊联系的同时，承认了这里的发型与广义上的非洲有关联，而且锡拉和爱琴海其他地区的很多人都具有黑人的外表。因此，似乎没有多少疑问的是，锡拉的艺术家非常了解黑人，不仅包括锡拉的黑人也包括非洲的黑人，下一章中将会讨论到的人名也显示出这一点。与此相似，尽管利维亚·摩根以地形方面的理据削弱了船队从利比亚出发的可能性，但是她无法否定壁画上的动植物属于非洲。然而，摩根或马瑞纳托斯及其支持者都没有考虑到，位于黎凡特的另一处海岸更有可能是壁画的原型。在那里，就在主要城市毕布勒和西顿（Sidon）的附近，神圣的河流从山上流入海中。

摩根尽管显然正确地指出了壁画地貌上的异国特征，却无法否定这一结论，即锡拉人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克里特、埃及和黎凡特，而且也了解非洲的其他地区。

前面提到，在两座城市间行进的船队所包含的各类船只与埃及舰船非常相似。利维亚·摩根颇有说服力地指出，锡拉壁画描绘了对春天和航海季节的开始的庆祝。埃及的四季循环与锡拉不同，当然不会有与此直接对应的庆祝活动。但是摩根接着表示，存在一些类似的庆典活动先例：巴比伦的扎格穆克（Zagmuk）节是在幼发拉底河上庆祝的；在埃及庆祝新年的欧派特（Opet）节上，船会沿着尼罗河行驶。包括塞德节的航行环节在内，人们都会用花环装饰船只，使之呈现完美的状态，并且所有的人都会欢庆节日，正如锡拉壁画所描绘的情形。
(141)



同一墓室内的另一幅小型壁画被称为“河景”。考古学家杜马斯这样描述说：

河流蜿蜒，两岸生长着棕榈树以及奇异的植物和灌木丛。树丛间是游荡的野兽，其中一只格里芬腾空跃起，一只长着斑点、类似豹子的猫科动物在偷偷接近一群鸭子，在格里芬的下方是一只正在跳跃的鹿。……这些动植物让马瑞纳托斯认为这是北非的景色，这同时也支持了他的利比亚理论。
(142)



壁画里出现了格里芬和腾空跃起的动作，这很有趣。上一章和前面的内容都谈到，神话动物格里芬和腾空跳跃的形象似乎是希克索斯王子在叙利亚和爱琴海地区留下的印记。
(143)

 尽管公元前两千纪时利比亚有一些河流，但是壁画中的河流更有可能是理想化的尼罗河。前面也提到，埃及绘画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就是悄悄接近或捕猎鸭子的猫科动物。
(144)

 因此，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似乎为他提出的非洲原型找到了令人信服的例证。

人们在阿克罗蒂里的其他建筑绘画中发现了同样的埃及主题。其中包括纸莎草等埃及植物，与克里特一样，画面中对纸莎草的描绘不是写实主义的，而是依循了埃及的粉本。
(145)

 很多画面中也描绘了东非的羚羊和猴子。尽管在锡拉和克里特可能也有这些动物，但是它们通常无疑会让人联想到非洲。与狮子的情况一样，存在着指代猴子的常用词语：埃及语的g(w)f、阿卡德语的ukupu、迦南语的qȏp、梵语的kapih和希腊语的kēpos或kēbos。词汇学家尚特莱纳依循19世纪的闪米特学家卢伊（Lewy）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来自埃及语。
(146)



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相信，这些壁画的绘制者与利比亚、埃及和黎凡特都有密切接触。他认为这可以作为证据支持他的假设，那就是，在希克索斯时期末期的公元前16世纪早期，希腊受到了来自这些地区的人们的侵略。由于他把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界定为希克索斯人战败至少半个世纪之后，因此就遇到了一些困难。如同他在1974年所写的：

我们还不能提出确切的时间。在锡拉，所有出土的遗存都显示出，这座城在公元前152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被大规模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灰掩埋。“非洲”壁画应被视为动荡的希克索斯时期的产物，一些学者将这一时期与达那俄斯和埃古普托斯的传说联系到了一起。
(147)



我们现在知道，锡拉火山爆发是在公元前1628年，这当然早于传统上所认为的英雄殖民者到来的时间。考虑到前面提到的更早时期的接触，实际上我们不需要把当时人们对近东的详细了解与所推测的外来者的定居联系在一起。不过，壁画的军事含义仍然让我们无法放弃马瑞纳托斯提出的壁画与希克索斯人有关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了修正的古代模式对殖民年代的界定，认为这不是发生在公元前1575年左右的希克索斯时期末期，而是发生在公元前18世纪末的希克索斯时期初期，那么上述这种联系就是有可能的。


 迈锡尼文明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公元前1730年—公元前1670年之间的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的陶器时期，锡拉和伯罗奔尼撒东北部的阿尔戈斯与米洛斯岛、基亚岛和基西拉岛之间存在特别的联系，这些又意味着克里特和希腊大陆之间存在关联。
(148)

 这一时期是阿尔戈斯地区著名的迈锡尼竖井墓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时间。

竖井墓是在1876年由海因里希·谢里曼首次发现的。谢里曼并没有顾及当时的学术潮流，而是依循帕萨尼亚斯的精确描述，在迈锡尼的城堡内进行了挖掘。他很快就发现了有大量随葬物品的古墓，那里后来被称为“墓葬圈A”。谢里曼立刻就把这些随葬品和阿伽门农及其家族联系起来，但是这些物品具有“蛮族的”“非古希腊的”艺术性质，因此他的观点是不受欢迎的。实际上，现在人们普遍承认，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属于迈锡尼时代之初，而阿伽门农统治的鼎盛期被认为是迈锡尼时代晚期。
(149)

 很多年里，人们都认为这个墓葬圈独一无二，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发现了又一处墓地并进行了挖掘，这处墓地被称为“墓葬圈B”。
(150)



尽管在发现了竖井墓的墓地中也有一些石棺墓或箱型石墓，里面的尸体为屈肢葬，时间是希腊青铜时代中期前段，但是竖井墓本身的时间似乎是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它们比之前的箱型石墓规模更大，长度从4.5米到6.4米不等，深度也有所增加，为1到5米。在竖井下是以某种方式搭建的木质屋顶，埋葬的死者为直肢葬。特别是在墓葬圈A中，死者身上覆盖着大量饰品，有的还戴着引人注目的黄金面具。很多死者的周围是大量的青铜长矛、长剑和匕首，金银和青铜容器，以及一些石膏容器、水晶石和陶器。
(151)



不过，人们找不到与这些迈锡尼早期墓葬有关的建筑的痕迹。这或许是因为迈锡尼的大规模建筑工程出现在青铜时代晚期末年。另一方面，由于看到了迈锡尼艺术中的游牧风格，一些学者提出，那里埋葬的统治者生前居住在临时的木质结构建筑中，丰富的墓葬品也应与一千年后游牧的塞西亚人相比较。
(152)



地名的闪米特语词源似乎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名字Mykēnai的传统来源是mykēs（蘑菇），引申含义是“球状突起物”。这符合修建城堡的山丘的形状，不过，现今人们通常会忽视这一点。
(153)

 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亚述研究专家玛斯—阿诺特（W. Muss-Arnolt）认为这个词源自闪米特语的me
 konåh（固定的休息地，基地）。在乌加里特语中也发现了mknt这个形式，而阳性的mkn被证实存在于腓尼基语中。
(154)

 更有可能的词源是乌加里特地名Mḫnt（希伯来语的Maḥăneh），意思是“营地”；或者Mḫnm（希伯来语的Maḥănayîm），意思是“两个营地”。在西闪米特语中，定居地的名称经常以成对的形式出现，显然反映了上城和下城的存在。后缀-ayîm似乎是希腊指代城市（包括成对的卫城和下城）的习称的最有可能的来源，其复数形式是-ai。例如，Athēnai、Thēbai，等等。这些闪米特语词源似乎比阿道夫·菲克（Adolf Fick）提出的模糊的词源更为合理，这位德国学者写过一本关于古希腊地名的书。他在1905年提出，Mycenae（迈锡尼）与Mykale和Mykalessos有关，属于卡里亚语。他无法猜测出这些词的含义，而这些词之间的关系似乎只是它们都具有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词语前缀m-。
(155)



即使迈锡尼这个名字原本意味着“基地”或“营地”，根据在希腊青铜时代中期前段密集分布的迈锡尼陶器也可以看出，假想中的侵略者不太可能在当地居民中心区以外的地方安营，而公元前17世纪的阿尔戈斯地区无疑存在城镇。尽管考古学家没有在迈锡尼时代早期的希腊大陆发现城市化的痕迹，但是在希腊中部和北部都有村庄的遗迹。对同时代的克里特和锡拉的描述，以及在阿克罗蒂里、基亚和米洛斯发现的遗迹，都向我们表明，在当时的爱琴海附近有为数不少的多层“地中海”城市。
(156)

 在迈锡尼也发现了间接的证据，一个年久破损的银质来通上绘制了有关围城的画面，被围的城市可能就是迈锡尼。
(157)



在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和晚期一段的陶器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730年—公元前1600年），希腊大陆没有留下任何宫殿或主要城市的实物证据。除了没有保留的机会以外，最有可能的原因似乎是缘于迈锡尼文明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第一批迈锡尼城市建成后的五百年间，人们就在原址继续进行建设，因此掩盖了较早的建筑痕迹。

若想重构公元前18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7世纪希腊大陆的社会状况，我们就必须依赖现存的墓葬及其内容。竖井墓并非这一时期唯一有特点的墓葬。在伯罗奔尼撒南部的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发现了大量穹隆顶的蜂巢式墓葬，墓中有时也有丰富的随葬品。近来，在阿提卡的马拉松（Marathon）和陶里科斯（Thorikos），人们挖掘了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的“王室”坟冢并发现了陶器。在马拉松的一处墓地，就和中亚墓葬的情况一样，墓葬顶部置有一匹被杀死的马；在时间稍晚的另一处墓地，墓葬前有一群用于献祭的马。
(158)



竖井墓、穹隆顶墓葬和坟冢

竖井墓不局限于迈锡尼。在阿尔戈斯的勒纳、阿提卡的依洛西斯、埃维厄（Euboia）北边的斯科派洛斯（Skopelos）岛和西北边的爱奥尼亚群岛的莱夫卡斯，都发现了属于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末期和晚期一段（公元前17世纪）的墓例。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最早的克里特竖井墓开挖于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也就是在“迈锡尼人入侵”岛屿之后，然而实际上这可以追溯到弥诺斯中期三段。
(159)

 在爱琴海地区以外，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阿拉加霍裕克发现了公元前三千纪的王室竖井墓。
(160)

 在青铜时代中期二段B（约公元前1760年—公元前1600年），即希克索斯时期，沉入地下或倾斜插入岩石表面的竖井墓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很普遍，并且也是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常见形式。
(161)

 这些墓葬没有木质屋顶，但是就如考古学家奥利弗·迪金森（Oliver Dickinson）所说：

墓葬类型的基本特征并不是切入岩石或带有木质屋顶，而是建筑在竖井内较低的位置上。从这类墓葬出现开始，所有墓葬都有一定的深度。
(162)



古典学者、考古学家哈蒙德（N. G. L. Hammond）一直主张北方对希腊有重要影响。他提出，竖井墓以及有围墙的竖井墓圈，源自在现今阿尔巴尼亚（Albania）和伊庇鲁斯（Epiros）发现的周围砌墙的独立坟冢。
(163)

 这一论述没有得到人们的接受，原因是这从地层上难以解释，而且坟冢和竖井墓之间、阿尔巴尼亚坟冢和希腊坟冢之间都存在重大差异。
(164)



一些学者提出，竖井墓是从希腊青铜时代中期前段的石棺墓发展出来的，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是青铜时代中期建造非常粗劣、死者屈肢葬、埋在浅表的石棺，一方面是埋藏较深、宽敞华丽的竖井墓，年代稍早的墓葬圈B中的某些相对粗劣的墓葬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空白。近期，比利时考古学家奥利弗·佩伦（Oliver Pelon）认为，这些墓葬及其所在的墓葬圈，是两种传统交汇的结果：一种是克里特的雄伟的环形墓葬和家族墓葬，一种是希腊本土传统的石棺墓和偶尔出现的较高规格的坟冢。
(165)

 在我看来，这样的结论显示出人们拒绝把目光投向爱琴海之外。尽管这些墓葬排成一圈，或许周围还砌有围墙，但是竖井墓既非环形也不雄伟，而且没有一个石棺墓与通常葬有多具尸体的更大的墓室相似。其他学者也感到很难接受这样的连续性。例如，弗兰克·斯塔宾斯在他收录于《剑桥古代史》的文章中说：

是否可以把合葬墓本身与希腊青铜时代中期的单葬墓有效地区分开来，这仍然值得讨论。个人独葬和家族合葬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文化中可以并存。尸体的姿势从屈肢改为直肢，可能只是使用了规模更大的墓葬的结果。不过，墓葬的华丽程度、随葬品的丰富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需要得到解释。墓葬中的随葬品从形式到装饰都有很多革新，我们几乎无法将这些墓葬形式视为来自青铜时代中期的自然发展和演进。
(166)



埃米莉·弗穆尔非常简明地指出：“坦诚地说，希腊青铜时代中期的世界无法让我们料想到会有如此华美的竖井墓。”
(167)

 如果这些竖井墓源于别处，或至少曾受其影响，那又会是什么地方呢？安纳托利亚考古学家马克泰尔德·梅林克（Machteld Mellink）和詹姆斯·米利注意到，在阿拉加霍裕克有与此相似的墓葬，因此推测这种影响是从安纳托利亚传播到爱琴海的，并反映在语言和物质文化的多种特征当中。
(168)

 要把阿拉加霍裕克与迈锡尼联系在一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困难，因为安纳托利亚的墓葬至少比希腊的早五百年，而且在两地之间的其他地方找不到类似的墓葬。另一方面，两处墓葬如此相似，很可能是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传统传播到了爱琴海地区。虽然这种传播可能是通过安纳托利亚或黑海北部的附近地区，不过最有可能的路线是希克索斯人通过叙利亚、埃及和克里特将之带到了欧洲大陆（下面会对此进一步讨论）。

斯塔宾斯和马瑞纳托斯基于其他理由，认为影响是来自埃及和近东的，他们对于有关墓葬本身的问题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169)

 有趣的是，尽管缺少阿拉加霍裕克墓葬中的木质屋顶，在“希克索斯人”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和克里特都存在类似的墓葬。冯·赛特斯指出，希克索斯时期巴勒斯坦的这些墓葬似乎仅限于富人使用，就如在迈锡尼的情况一样，墓葬几乎总是多层的，虽然也有一些单独下葬的例子。
(170)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对应来自毕布勒的王室墓地，时间始于公元前19世纪的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并持续了七百年，其中的竖井墓排成了一个半圆。
(171)

 这很符合人们的假设：至少迈锡尼墓葬圈A中时代较晚的墓葬属于某个王朝皇室或精英阶层。
(172)

 整体上看，这类墓葬可能反映出更早的安纳托利亚的影响，当然也显示出受到了同时代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影响。

在早期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另一类常见的王子或王室墓葬是穹隆顶的蜂巢式墓葬和坟冢。
(173)

 克里特的穹隆顶墓葬的起源已经在第一章中讨论过。尽管在形制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于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末期出现在了希腊大陆上，并且其在此后几个世纪里的流行和持续大规模修建是源于克里特的影响，在迈锡尼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第一章提到，穹隆顶墓葬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克里特，直到弥诺斯中期二段仍在修建，并且一直使用到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A。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在弥诺斯中期三段从克里特岛传播到希腊的。
(174)

 不过，穹隆顶墓葬和金字塔的相似性或许显示出埃及的间接影响。
(175)

 坟冢或许反映出残留的希腊本土特征。另一方面，它们与竖井墓圈有明显的联系，似乎反映出它们也受到了近东的影响，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些墓葬所在的地方原本就堆有坟冢，但这并不令人信服。
(176)



葬俗和随葬品

在讨论竖井墓的葬俗和随葬品的性质之前，我们似乎可以考虑一下它们的整体特征和社会含义。墓葬的修建费用和精致程度似乎暗示着两件事情：可支配的社会财富和分明的社会阶层差异。前面提到，墓葬圈显示出了社会阶层差别的存在。墓室中的大量武器清楚地表明，不论其中埋葬的是不是出色的武士，作战和军事才能都是重要的、令人羡慕的特征。因此，我们显然是在讨论一位军事精英的墓葬。

对骸骨进行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能提供的信息只是，它们具有很大的差异。这对迈锡尼的所有社会阶层来说都是一样，不过有尊贵地位的人似乎稍高一些，这可能是由于营养更好、精英阶层的通婚或对身高的特殊选择所致。
(177)



死者的金叶子面具是竖井墓中最特殊的物品。这种面具的设计理念或许来自埃及的木乃伊。不过，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有络腮胡和八字须，这显然并非埃及特色。与此最接近的同时代物品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希克索斯罐子和来自弥诺斯中期二段和三段的克诺索斯的“象形文字库”印章。
(178)



早期迈锡尼墓葬的一种普遍特点是，死者为直肢葬，这不同于希腊青铜时代中期前段的屈肢葬，也与印度—雅利安传统或迈锡尼时代末期荷马英雄的火葬不同。
(179)

 前面提到，人们会给死者戴上很多饰品和珠宝，并配备大量青铜武器。至少有一处的尸体经过了某种原始的木乃伊化处理，再加上黄金面具的使用，就让很多学者联想到了埃及墓葬的情况。
(180)

 不过，它们显然不是埃及的木乃伊和石棺。

迈锡尼竖井墓明显与泰尔埃尔—达巴的同时代的希克索斯人墓葬非常相似。而希克索斯人的墓葬更显粗劣贫穷，其中未制成木乃伊的尸体是佩带着青铜武器下葬的，这些武器与迈锡尼的武器非常相似。
(181)



墓葬圈A的迈锡尼墓前立有石碑，通常绘有战车。马拉松的早期坟冢中放有一匹小马的骨骸，而一座较晚的坟冢的墓室甬道里放有两匹殉葬的马。同样，在泰尔埃尔—达巴的墓葬前也埋有马科动物和马车。二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竖井墓较深，嵌入质地偏软的岩石或地面；泰尔埃尔—达巴的墓葬则较浅，边上砌砖。考虑到三角洲的土质良好，地下水水位较高，因此这种区别也是难免的。总之，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巴勒斯坦切入岩石的竖井墓代表着希克索斯人的主要墓葬形式。

迈锡尼墓葬的随葬品来自很多地方。其中有努比亚的鸵鸟蛋，通过美索不达米亚运来的阿富汗天青石，克里特的石膏和彩陶，叙利亚的象牙，来自安纳托利亚、匈牙利和西班牙的白银，阿尔卑斯山的水晶石和波罗的海的琥珀。
(182)

 这里也有很多克里特的物品，除了鸵鸟蛋之外，斯塔宾斯和其他学者还辨识出了其他一些来自埃及的物品。这些物品包括鸭子形状的水晶碗；西克莫木的箱子，上面装饰着一些牙雕小狗；还有一个彩陶花瓶。
(183)

 碗、花瓶和鸭子似乎都是埃及的东西，但是象牙镶饰看起来更像是叙利亚的风格，令人无法肯定其来源。还有一个希克索斯时期的天青石圣甲虫，样子非常漂亮，显然是出自埃及的。
(184)

 更实用的随葬品包括燧石箭头，洛里默（H. L. Lorimer）认为这“几乎肯定是从埃及输入的”。
(185)

 所有这些物品都显示出，迈锡尼、埃及和近东在公元前17世纪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以及其他往来。我们如果想追溯迈锡尼文化的源头，就必须对迈锡尼的物品本身进行探究。

早期迈锡尼物质文化的来源

用一位学者的话说，早期迈锡尼物质文化的来源是“未经选择的”。
(186)

 被引入的艺术风格所涉及的范围广泛，我们了解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三方面的影响起到了主要作用：弥诺斯或基克拉泽斯的影响、希腊本土的影响和“非埃及人的蛮族的”影响。

弥诺斯和基克拉泽斯从最初起就开始影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大陆，这种影响直到公元前15世纪迈锡尼人控制克里特之前一直与日俱增。
(187)

 尽管如此，并且一直存在关于弥诺斯国王控制希腊大陆部分地区的希腊传说，但是在阿瑟·埃文斯之后，没有哪位学者主张完全用弥诺斯人入侵来解释竖井墓文化。
(188)

 原因或许是，“非埃及人的蛮族”风格在克里特显然缺少先例。

陶器风格的连续性毋庸置疑。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的特征一直延续到了竖井墓所属的时代，尽管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显示出弥诺斯和其他“迈锡尼”的特征，但是无疑仍与早期保持了连续性。一些学者因此提出，迈锡尼等地的发展都是本土演进的结果，其基础是当地农业的发展以及与日益繁荣的欧洲进行的贸易。
(189)

 与此相反的是，不仅在物质文化的其他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改变，而且几位考古学家也看到了出现在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的大范围毁灭的迹象。阿尔戈斯和阿提卡这两个主要地区的情况也是这样，正如在福基斯（Phocis）的基拉（Kirrha）和科里撒（Krisa）进行挖掘的考古人员所写的，“在很多地方，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B的建筑都位于一层灰烬之上，这符合关于侵略的假说”。
(190)

 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试图在陶器的连续性与可能发生过的侵略之间进行调和，他提出了让人感到奇怪的观点，认为在当地人和入侵群体之间存在“相同的血缘”。
(191)

 这种说法其实没有必要。陶器制造是穷人掌握的技艺或艺术形式，因此陶器是希腊青铜时代中期物质文化的幸存者，这与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广泛传播的理论并不抵触，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精英武士对这一地区的征服，陶器风格也会保留下来。

德国古代史学家格鲁马赫（E. Grumach）认为希腊人是后来到来的，他认为，表示制陶的黏土的词语keramos和表示容器的一系列词语都不是印欧语，这些词语包括kantharos、aryballos、lekythos、depas和phiale，这也是当时发生了雅利安人入侵的证据。
(192)

 不过，原有的词干keram-并非与黏土有关，而是与制陶工人和金属工匠有关。它的词源可能是埃及语的ḳзm，也就是ḳm з（捶打出，创造）的一个得到证实的变体。希腊词语kantharos具有多重含义，包括“圣甲虫”和“阿匹斯公牛舌尖上的记号”。这个词似乎来自埃及语的kз nṯr（圣灵）。词语depas肯定来自埃及语的dpt（船或容器）。
(193)

 没有谁会认为希腊的原住民讲的是埃及语，因此格鲁马赫的这段论述肯定站不住脚，不过，他提出的陶器在本质上的保守特点是有道理的。

在更高层的艺术和工艺领域存在着与本土传统的完全断裂。前面提到，墓葬中出土的很多宝石和小件物品以及上面的装饰图案都是弥诺斯的风格，例如“倒转的柱子”“神圣牛角”和鸟、牛头和双斧、穿着开口紧身衣的妇女、海豚和章鱼等。
(194)



不过，其他装饰是“非埃及人的蛮族的”，或者如同上一章所说的，是“希克索斯国际化”的风格。早期迈锡尼的象牙上雕满了跳跃着掠食的狮子、格里芬和独特的叙利亚类型的“迈锡尼”斯芬克斯，最后一者在弥诺斯中期三段出现于克里特。
(195)

 埃米莉·弗穆尔指出，一些图案与公元前一千纪塞西亚和欧亚大草原上的其他艺术形式极其相似，包括背对背的牡鹿和其他动物，以及长着蜷曲鬃毛的神秘野兽。
(196)

 詹姆斯·米利并没有提出与塞西亚艺术的直接联系，但是他很有道理地相信这些主题与一些迈锡尼图案具有“同样的游牧背景”。
(197)

 在这方面，他讨论了马和双轮战车的出现，对此我们将在下面介绍。

上一章讨论了乌银镶嵌工艺的叙利亚起源，在迈锡尼也发现了一些漂亮的乌银镶嵌工艺品。
(198)

 迈锡尼的乌银镶嵌图案有捕猎中的狮子、腾空跳跃的动物，此外还有我们在讨论锡拉壁画时提到的猫抓鸟的“尼罗河场景”，这些图案在希克索斯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克里特都是常见的。
(199)

 尽管有一些独特的长剑和匕首，但是在竖井墓中发现的很多武器的冶金工艺和基本模式都属于前面讨论过的叙利亚—克里特流派。
(200)

 关于双轮马车在这一时期进入希腊大陆的问题，将在下面讨论。

总之，迈锡尼的墓葬中出土的物品和早期迈锡尼艺术都显示出多样化的来源——来自爱琴海、安纳托利亚东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这样复杂的模式就需要同样复杂的解释。


 关于侵略的雅利安主义模式

希腊雇佣兵

尽管希腊本土传统具有连续性，并且孤立主义的学者格外强调这种连续性，但是也存在着太多不连续的现象，很难用单纯的内在因素对此进行解释。
(201)

 迈锡尼社会显然具有军事化的倾向，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存在来自外部的暴力侵略。如同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所说的：

所有这些根本性的变革都只能用外部原因进行解释：就在公元前1600年前［我认为这一时间要再早一个世纪］，一些职业武士在良好的组织下入侵了希腊。他们拥有一种新的武器，对生活简单的希腊农民造成了巨大影响。那就是马车和马［我还会加上长剑］。
(202)



如果接受存在侵略的前提，就必须对侵略的起源地进行推测。由于竖井墓时期的迈锡尼与弥诺斯中期三段的克里特和火山爆发前的锡拉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上也具有相似性，因此，最有可能发动侵略的基地似乎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无过，正如前面提到的，没有哪位现代学者会认为存在纯粹由弥诺斯人进行的侵略，因为这里涉及的影响实在是来自太多个方面了。
(203)



马瑞纳托斯提出的观点或许是最流行的假说，他认为，新的侵略者是从埃及返回的希腊人，他们帮助第十八王朝法老阿摩西斯（Amōsis）驱逐了希克索斯人。
(204)

 可以作为证据的是，这位法老说Ḥз(w)-nbw追随于他，而他的王后阿霍特普（Aḥḥotpe）是“地中海岛屿的女主人”。
(205)

 Ḥз(w)-nbw与爱琴海地区的对应会在下一章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老阿摩西斯的说法似乎更像是统治权的声明，而不是在谈雇佣兵。

“雇佣兵”的假说似乎可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希腊传统的连续性和竖井墓的“非埃及人的蛮族”特征，而且也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最不让人感到痛苦的近东侵略。不过，把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重新界定为公元前1628年之后，这种假说就站不住脚了。希克索斯人被驱逐的时间是公元前1575年到公元前1550年间，而最早的竖井墓开挖于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的陶器时期，这一时期结束于公元前1675年，比人们所认为的希腊雇佣兵到来的时间早了大约一个世纪。出于同样的年代学上的考虑，主张古代模式的人也认为，达那俄斯的到来和希克索斯人被逐之间不可能有联系。

印欧人

在讨论第二套假说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说法与雇佣兵假说一样，都是在人们重新判定锡拉火山爆发时间之前提出的。因此，所有这些假说在重构历史时都把时间推迟了大约一个世纪。

前面已经讨论过阿拉加霍裕克的王室墓葬和竖井墓的联系。米利和德鲁斯提出的相关观点被视为雅利安模式的不规则变体的一部分。他们并不认为印欧人来到希腊的时间是希腊青铜时代早期二段末期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或公元前1900年（传统上这被视为希腊青铜时代中期的开始），而是认为他们在公元前17世纪来到了希腊。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这种“异端观点”不同于主张印欧人伴随着“多利安人的侵略”或“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回归”一起到来的观点，可以与现今希腊和印欧历史语言学方面的理论相调和。
(206)

 这一方案在我看来是不可行的。传统观点主张俄罗斯大草原地区的语言在公元前1700年时不是原始印欧语，而是独特的伊朗语。
(207)

 我认为这种观点更加合理可靠。我们也知道，在胡里安人的米坦尼王国中，与战车相关的语言是印度—伊朗语，准确地说则是印度—雅利安语。
(208)

 因此，如果把这一地区视为竖井墓文化的发源地，或者把讲印度—雅利安语的人的到来与战车联系在一起，那么希腊语的起源就无法得到解释，因为希腊语既不是伊朗语也不是印度—雅利安语。
(209)



尽管存在根本上的困难，人们仍然希望能把印欧人的到来与战车出现在希腊联系在一起，因为战车是“优等民族”的象征。印欧语学者威廉·怀亚特（William Wyatt）在关于“希腊语的印欧化”的文章中写道：

我的结论无法与双轮马车分隔开来：如果在希腊能找到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双轮马车或与双轮马车有关的证据，那么我的论述就会让我认为，希腊人是在那之前到来的。
(210)



怀亚特并非唯一采取这种思路的学者。1926年古典学者巴克（C. D. Buck）提出了该观点，1933年宗教史学家马丁·尼尔松对此表示了强烈支持。
(211)

 此后，怀亚特、詹姆斯·米利、伦纳德·帕尔默、荷兰古代历史学家冯·鲁瓦扬（R. A. van Royan）和伊萨克（B. H. Issac）以及最近的古典学者罗伯特·德鲁斯都谈到了这种观点。
(212)

 尼尔松的论述基础是，据信为北方类型的、屋顶带有斜坡的大厅（megaron）或中央大厅首先出现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开始之时（如今这已经被否定了），而且在竖井墓中发现了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项链。不过，这些在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普遍存在，没有人会由此认为埃及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征服。
(213)



尼尔松和后来的学者过分依赖于竖井墓中埋葬的统治者所属的文化。他们认为，在更晚的迈锡尼时代，对竖井墓的尊重显示出早期的国王肯定是“希腊人”。
(214)

 这样的看法肯定无法成立。我在第一卷第一章开头引用了希罗多德的话，这位历史学家指出，斯巴达国王统治的合法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的祖先据信是埃及人或叙利亚人。
(215)

 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类比，因为斯巴达国王还认为自己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也就是迈锡尼的前珀罗普斯王朝的后裔。

不过，这些学者仍具影响力的主要观点是，竖井墓与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地区的王室陵墓相似，而且迈锡尼的蛮族风格的确与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风格具有令人难以理解更难以忽视的相似之处。另外，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战车以及印欧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的参与，这些在希腊大陆首次出现的时间无疑与竖井墓出现的时间相同。而且，雕刻着双轮马车的纪念碑是很多王室墓葬的标志，这清晰地显示出，希腊的情况与西南亚一样，双轮马车即使并非象征王权，也是尊贵的象征。
(216)

 这种联系有助于解决雅利安模式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后来的希腊语言和文化中保留了大量前青铜时代的因素，因此征服仅限于小规模的上层精英更有解释力度，尽管认为侵略发生得更早的学者提出了大规模移民的观点。

詹姆斯·米利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里提出了他的假设，认为希腊第一次受到来自东北的入侵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米利认识到了基本的一点，就是安纳托利亚语并不是狭义上的印欧语。因此，他不同意关于安纳托利亚的入侵的观点，而是认为侵略来自高加索、俄罗斯大草原和巴尔干东部。
(217)

 他也知道，到公元前1700年时，大草原的居民是讲伊朗语的，但是，他认为这可以通过希腊语和印度—伊朗语的特殊关系进行解释。
(218)



米利的观点是基于很多印欧语系专家的这一假设：在印欧语族的印度—伊朗语和希腊语分支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尽管语言地图上表示不同语言区域的等语线的意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所讲的语言发展成了如今的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弗里吉亚语和印度—伊朗语的那些人，当初是居住在相邻地区的。
(219)

 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印度—伊朗语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分出了印度—雅利安语和伊朗语两个分支。倘若如此，印度—伊朗语和原始希腊语的分离发生得就肯定更早。
(220)

 有人认为，讲原始希腊语的人从大草原来到希腊，他们此前与印度—伊朗人有过接触，但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发生了断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考古学领域，尽管米利可以说，迈锡尼与巴尔干、北欧和高加索南部的特里阿莱蒂文化乃至更北的地方发生了接触，但是他假想中的迁徙路线并没有留下物质痕迹。
(221)

 当然也没有什么传说能够支持这一解决方案。

德鲁斯试图解释为什么会缺少考古证据。他提出，驾着双轮战车的印欧人从亚美尼亚乘船来到了希腊。他很有说服力地指出：运送马匹和战车在青铜时代晚期结束之时并不困难，因此，在那之前五百年也不会有多困难，毕竟所需的技术是一样的；应该注意到的是轻型双轮战车是比较容易拆解的。
(222)

 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一枚印章的图案是一艘船上的一匹马，这可以支持他的观点。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波塞冬不仅是海神，也是马和战车之神，德鲁斯也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进一步强化他的观点。而且，正如波塞冬的对应者塞特接受了来自希克索斯人的热情敬奉一样，波塞冬似乎也是迈锡尼时代在希腊最受崇拜的神灵。
(223)

 不过，整体上，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巴克和尼尔松的理论一样，米利和德鲁斯的理论也没有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缺少传统的支撑，而且因为希腊语并非印度—雅利安语，甚至不是印度—伊朗语，而且没有证据能显示出存在从高加索到希腊的移民路线。不过，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引人注意的事实，例如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艺术上的对应性，以及在战争和社会结构中极其重要的双轮战车发展到了高加索南部某些地方，并且在竖井墓时期进入了希腊。

荷兰古代史学家詹·贝斯特（Jan Best）保留了米利和德鲁斯理论的优点，并且试图克服他们所遇到的无法解决的困难。贝斯特提出了一个无所顾忌的权宜方案，声称希克索斯人是原初的希腊人。他在1973年发表了一份小册子，其中认为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希腊人是色雷斯人，也就是说讲的是印欧语，但是在希腊青铜时代中期三段出现了真正的文化断裂，他认为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原因是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他忽略了胡里安人，采用了黑尔克非常谨慎的观点，认为希克索斯人是闪米特人和印欧人的“混合”。贝斯特还引用了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未发表的论文，其中声称希克索斯人可能是印欧人。他也引用了爱德华·迈尔的观点，认为希克索斯人可能征服了克里特，并由此推测说他们征服了希腊大陆。
(224)



应该注意到，这一方案的很多方面都是我所赞同的，但是我不赞同的地方更多。首先，它和米利、德鲁斯的理论有同样的缺陷，那就是，即使在希克索斯人中间存在讲印度—雅利安语的人，希腊语也并非印度—雅利安语。第二，讲印度—雅利安语的希克索斯人肯定没有讲胡里安语的希克索斯人多。第三，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下埃及的大部分希克索斯人无疑在物质文化和语言上都是闪米特化的。
(225)

 这几条反对意见不论哪一条都足以驳倒贝斯特的方案，它们加在一起就更会彻底地否定这一方案。


 在雅利安模式和古代模式之间：弗兰克·斯塔宾斯

第一卷开篇谈到了斯塔宾斯在他收录于《剑桥古代史》中的关于“迈锡尼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Mycenaean civilization）的文章中提出的假设。
(226)

 斯塔宾斯与前面介绍过的学者不同，他相信，早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希腊人就是说希腊语的，因此，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拐弯抹角地去思考希腊与希腊语的关系。他也非常重视古代模式，这与很多现代考古学家不同，他相信有必要同时考虑考古学和古代传统：

因此，传说中达那俄斯的征服与迈锡尼新王朝的出现或许是同一件事，通常认为后者对于解释在迈锡尼竖井墓中观察到的丰富的物质文化是必需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依循传统，假定在公元前16世纪早期一些来自埃及的希克索斯流亡者征服了阿尔戈斯地区。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墓葬中从埃及进口的物品或受到的来自埃及的影响，以及用于战争的双轮战车的输入。
(227)



因此斯塔宾斯的观点应属于古代模式。实际上他的方案的主要缺陷就是，他太忠实于古代模式的原则，认为希克索斯人是在被第十八王朝逐出埃及后作为“哀求者”来到阿尔戈斯地区的。公元前16世纪正是帕罗斯碑的古代年表上所说的达那俄斯到来的时间，在现代年表上，这是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的时间。
(228)

 但是这种完美的共时性不符合事实，因为实际上，即使在锡拉火山爆发的时间被重新界定以前，人们就普遍认为，最早的竖井墓出现在公元前17世纪。现在我们知道，竖井墓的开挖时间比这还要更早一些，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而非公元前1600年左右。也就是说，斯塔宾斯方案的这一部分和古代模式在这方面都是不可行的，下面我们还会对此进行讨论。斯塔宾斯选择了错误的年表，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由于克里特文化在公元前16世纪没有出现明显的断裂，斯塔宾斯和爱德华·迈尔一样认为希克索斯人不可能征服了克里特。于是，在他的方案中并没有提到克里特岛，他认为希克索斯人在去往希腊大陆时绕过了这座岛，这种情况当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这些缺陷的产生都是由于斯塔宾斯严格地遵循了古代模式，然而斯塔宾斯的方案中还有一些缺陷却要归因于他对雅利安模式的忠诚。他继续写道：

他们的到来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埃及化，这一点完全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情况。在埃及，除了新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外，他们几乎没有传入别的东西。他们代表的不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只是武士阶层对高度发展的埃及文明的占领。他们并没有带来新的语言，因为他们留下的极少数的官方铭文都是用埃及语写的。
(229)



我认为，就希克索斯人对埃及的影响而言，斯塔宾斯的分析的确是有问题的。尽管有新的发现，我们对埃及的希克索斯时期仍然所知甚少。不过从长远来看，尽管埃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在第十八王朝时重新兴起，但是在希克索斯时期的确发生了重大的文化转型。而且，泰尔埃尔—达巴的挖掘成果显示出，斯塔宾斯所认为的希克索斯人纯粹只是武士阶层的观点，必须被我们予以否定。尽管并没有涉及多少胡里安人和雅利安人的因素，但是随着希克索斯人的入侵，的确出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他们至少进入了埃及三角洲东北部地区。
(230)

 不过，如果发生了去往克里特和更远地区的海外航行，参与的人数似乎会少一些。

前面提到，我的确发现，把希克索斯人和蒙古人进行类比是有效的做法。希克索斯人和后来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民族一样，似乎拥有自己生机勃勃然而“属于蛮族的”重要艺术形式。不过，他们在文化上产生的长期影响似乎表现为对其他文明的传播——把闪米特文化传入埃及，把“弥诺斯”、黎凡特和埃及文化传入希腊，等等。因此，竖井墓既反映出蛮族的风格，也反映出文化的融合。在埃及和克里特，由于本土文明的深厚传统，这些元素并没有留下痕迹；但是青铜时代的希腊更易于改变，因此希克索斯人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上都对希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不过，斯塔宾斯和其他在雅利安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者都无法想象，希腊会借鉴埃及或闪米特的文化或语言。

在历史地理学上，斯塔宾斯回归到了瑟尔沃尔（Thirlwall）和霍尔姆（Holm）的观点，认为埃及人和闪米特人尽管曾生活在希腊，但是并没有对其造成长期的影响，因此并不重要。这是一种与1885—1945年野蛮的种族主义的决裂。不过，古代模式认为讲埃及语和讲闪米特语的人曾经在希腊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核心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斯塔宾斯与瑟尔沃尔和霍尔姆则都坚决否绝了古代模式的这一核心观念。


 结论：对古代模式的修正

首先我想强调，在此我的出发点是古代模式，根据古代模式，达那俄斯和他的同行者无疑于公元前16世纪在希腊定居了下来，而这又与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有关。
(231)

 这是因为，从考古学和同时代的证据来看，这一时期都不可能发生征服。尽管我非常尊重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的历史知识和判断，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不会犯错误。有时他们显然过于轻信，并且夸大了征服和迁徙发生的年代以及地理范围。有时他们似乎把两者都最小化了，或许是出于和马可·波罗同样的原因，他对于其所看到的事物都只讲述了一半。基于同样的原因，今天的学者们也需要更加谨慎：避免不当的差距，从而表现得清醒并有理性，由此获得读者的信任。

另一方面，如果在这方面对古代模式进行修正，认为希克索斯人是在公元前1730年左右——他们在埃及的统治的开始而非结束的时间——到达的爱琴海地区，那么在克里特发生的事件的很多令人困惑的特征，以及竖井墓和迈锡尼时代早期的其他希腊墓葬中的杰出物质文化，就都能在一幅前后连贯的图景中得到解释。我并不认可古代模式的年表，但是我坚信古代模式对殖民状况的解释是合理的。考古学提供的证据的确能够强化古代模式的观点，就是由埃及人、叙利亚人或希克索斯人组成的来自埃及的舰队曾经在希腊登陆，具体说就是曾在阿尔戈斯登陆，这些外来者创建了延续了很久的英雄王朝。

我现在想强调贝斯特、米利和德鲁斯的方案的积极特征。显然，竖井墓文化所代表的断裂实在太大了，要对此进行解释，就必须假定发生了来自希腊外部的重大刺激；而考虑到所发现的毁灭的痕迹和社会的好战本质，最有可能的刺激形式就是武装侵略。侵略者显然配备了两种重要的新型武器——双轮战车和长剑，它们分别来自高加索南部地区和叙利亚。竖井墓的形式，以及在竖井墓和公元前18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7世纪的同时代坟冢中发现的物品的风格和工艺，都显示出与这些地区的联系。

米利、斯塔宾斯、贝斯特、德鲁斯等人认为，关键问题是这些传播是如何发生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发生的。北方的传播路线具有三方面的缺陷。首先，这没有考古证据的支持；其次，这无法解释竖井墓文化中可观的叙利亚、埃及和“埃及以外的”因素；第三，古代记录中都没有提到这样的路线。它们的优点只存在于意识形态上，即使得“东方文化”可以不通过埃及人或闪米特人而被引入。

贝斯特认为，如果将次高加索文化传播到希腊与希克索斯人的迁徙等同起来，那么上述的缺陷全都可以得到克服，而希克索斯人的迁徙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中都已得到证实。这样的一致性也可以解释竖井墓文化中的“南方特点”。不过，贝斯特的观点并没有效力，因为他把希克索斯人的迁徙与希腊人的到来联系在了一起。除了内在的不合理之外，他也过于夸大了雅利安人在希克索斯人中的作用。

当然，尽管存在很多差异，我还是认为能与希克索斯人征服埃及相比拟的最佳例子就是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丹麦人和挪威人曾经占据了诺曼底，并建立了独立的公国。他们自身的好战精神和活力加上法国和意大利平民的技艺，就合成了强大的力量。他们由此征服了欧洲的很多地方，特别是英格兰，并在那里建立了统治时间相对长久的王朝。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由诺曼人带入被征服区域的并不是北欧的文化和语言，而是法语和拉丁语以及改良了的法国封建制度。现代英语和英国文化正是从这种长期的语言和文化接触中产生的。同样，我认为，希克索斯人在爱琴海地区进行征服的结果，就是把近东的宫殿体系引入了希腊大陆，这种宫殿的形式当时在克里特或许已经存在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带来埃及和西闪米特的文化和语言，并在后来的世纪里与当地讲印欧语的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希腊和希腊语。

我提出的观点是，至少竖井墓的一些拥有者，以及之后的持久的朝代，源于现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地方，它覆盖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叙利亚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或许还包括南高加索地区。在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那里讲印度—雅利安语和胡里安语的人形成了一个核心群体，埃及人称之为希克索斯人。尽管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模糊不清，但是到了公元前18世纪中期，他们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似乎控制了大范围的地区，并且这种迁徙很快就开始“闪米特化”。因此，尽管一些领导者或许在继续讲胡里安语甚至印度—雅利安语，但是通用语（lingua franca）变成了西闪米特语（以埃及语作为高级文化的语言）。这是迁徙人群中大部分人的母语。公元前18世纪40年代或30年代，希克索斯人进入了下埃及，在那里建立起了法老的王朝，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希克索斯王子都效忠于该王朝。在那之后不久，远征军出发并征服了克里特、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希腊南部的富饶平原。

希克索斯人的迁徙是如此迅速，当时的男男女女甚至在有限的一生中都会目睹完整的迁徙过程。这种快速迁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竖井墓中的一些黄金王冠并不是叙利亚、埃及或克里特的样式，而是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舒尔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间的同类物品相对应，以及其他类型的皇冠为什么与加喜特的工艺品相似。
(232)

 要知道，几乎就在希克索斯人进入埃及的同一时期，加喜特人控制了巴比伦尼亚（Babylonia）。
(233)



当时希克索斯人迁徙的速度，比诺曼人迁徙到诺曼底并征服英格兰的速度还要快得多，这可以在整体上解释迈锡尼相对单一纯正的“蛮族的”风格。我们知道，希克索斯人在他们统治末期基本上已经埃及化了，因此在那时逃到希腊的希克索斯难民或许会具有迥异的物质文化。这也与关于公元前16世纪存在侵略的理论相反。另一方面，希克索斯领导者显然统治了大量技艺熟练的工匠，特别是冶金工匠，他们运用最先进的叙利亚工艺制造并装饰了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物品，那就是武器。希克索斯人统治下的埃及、叙利亚和克里特的金匠既按照自己民族的传统制造容器和珠宝，也参照了新的统治者的品位，并借用了斯芬克斯和格里芬的形象。

这些“蛮族”征服者的营地和城市无疑使用了多种语言。书面记录的证据显示出，在希克索斯人统治的各个地区仍然使用当地本来的文字。在一处竖井墓中发现了刻在坩埚上的A类线形文字。
(234)

 这意味着，公元前1700年左右，闪米特语或弥诺斯宫殿时期的其他语言在迈锡尼至少是用作书面语的。文字上唯一可能出现的革新就是把西闪米特字母引入了爱琴海地区，根据铭文，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出这发生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400年间。
(235)

 不过，主要的文字无疑仍然是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如同上一章所述，埃及的证据显示出大多数希克索斯领导者都有闪米特语的名字，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西闪米特语和埃及语是两种主要的语言。当年马可·波罗所听到的实际上并不是蒙古语，所讲的则是一种土耳其通用语；同样，在埃及或爱琴海地区也不可能主要讲雅利安语或胡里安语，尽管第二章已经提到，在希腊的地名和神话命名中存在胡里安语的痕迹。
(236)



不论A类线形文字是否为闪米特语，公元前1700年爱琴海南部城镇统治阶层的语言都很可能是西闪米特语和埃及语，或是这二者与当地印欧人的语言的结合，这后来发展成了希腊语。有趣的是，尽管这样的情况是最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这样的模式却非常符合大多数研究古希腊方言的历史语言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希腊语是公元前17世纪前后在希腊当地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希腊以北的某个地方。
(237)



一段时间之后，竖井墓时期“蛮族的”希克索斯武士被更文明的统治者和贸易者接替。在公元前1720年左右到公元前1570年左右的一个多世纪里出现了四海一家、商贸为主的“希克索斯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埃及、黎凡特的部分地区、克里特、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希腊大陆的富裕地区。锡拉岛的壁画就反映出了当时的情况。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迈锡尼”物质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被视为“希克索斯人的”或至少是“非克里特的爱琴海地区的希克索斯人的”。尽管也存在后来的发展和来自外国的影响，尤其是来自第十八王朝的埃及的影响，然而正是当时的这个社会发展成了后来的迈锡尼宫殿文明，而且希腊的语言和文化也由此初具雏形，并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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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与爱琴海的接触：文献证据

与第五章中讨论过的米特·拉辛纳碑文不同，这一章要讨论的文献记录主要涉及埃及和黎凡特与爱琴海地区在青铜时代的直接接触。只有少数文字记录来自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根据修正的古代模式，殖民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双方接触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造成这一时间差的明显的原因是，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75年间，中东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动荡，因此资料信息相对缺乏。与此不同的是，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250年是繁荣时期，黎凡特的大部分地区此时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从属于埃及。在过去的20年里，大量文献和考古证据让大多数学者相信，爱琴海地区也属于这个“世界”。不过，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想到这样的密切接触的文化和语言学意义。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是在极端的雅利安模式最兴盛的时期接受的学术训练，因此仍然坚持主张爱琴海地区在几乎所有的时期基本上都是独立自主的，并认为新的发现只代表了物质层面上的表面接触。

这一章和下一章主要关注两部分内容。首先是青铜时代近东和爱琴海地区之间存在重要的接触，关于这点的争议已经越来越少。第二点是，我们应该相信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所说的，他们的国家曾经几次受到来自南方和东方的殖民，尽管对此仍有争议。我们当然可以只接受其中一点，也就是说接受这里提出的大部分证据，它们证明了在青铜时代晚期和平接触的过程中希腊对埃及和迦南文化的借用所达到的深度和重要意义。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从中国文化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却从未被中国征服过。

我相信这两部分内容的真实性；然而，尽管我认为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250年间肯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文化借用，但是我也认为，关于早期移民的传说包含一些事实内核。原因在于，首先，我越来越信赖古代资料，而不相信19世纪和20世纪与此相关的历史学研究。第二，我相信锡拉的壁画显示出，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被“黎凡特化”的不仅是克里特。事实上，B类线形文字文本清晰地显示出，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社会是讲希腊语的，那时很多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词汇已经出现了。最后，在埃及和黎凡特，语言和神话上的相当一部分借用似乎太古老了，不可能是在公元前16世纪之后才被引入爱琴海地区的。

可以证明这些内容的真实性的证据，主要涉及公元前15、14和13世纪。部分原因就是，尽管人们对青铜时代晚期的接触和借用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仍然需要例证的支持。对这一较晚时期的研究也能为有关较早时期的研究提供直接的证据，并为古风时代的、古典时代的和希腊化时代的资料的可信度提供信息。


 指代爱琴海地区的埃及地名

对埃及文本和绘画的使用都依靠对地名的辨识。与其他很多文化一样，在埃及语中遥远地方的名称会发生地理位置上的转换，特别是在普遍意义和特殊含义间的变换。这里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名称的原本含义或后来所指的对象，而是某些地名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内的含义，也就是在大约公元前1730年—公元前1570年的第二中间期和大约公元前1570年—公元前1090年间的新王国时期。

外国地名的埃及名称是按照两种不同的方式书写的，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它们经常只是具有辅音结构，就和其他埃及词语或专有名词一样。不过，从中王国时期开始，某些象形文字就被用于外国名字的书写当中，不仅用来表现辅音而且也表现辅音后的元音。这带来了一些困难，因为古埃及作家在使用符号时做法不一，而且现代专家们也无法达成一致的诠释。美国闪米特学家威廉·奥尔布赖特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但是今天，使用的最普遍的是德国埃及学家沃尔夫冈·黑尔克的转录方式。这里会采用后一种转录方式，但是会加上括号，因为这种转录方法在很多方面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象形文字的正常解读仍然要看它的最早形式。
(1)



Mnws和弥诺斯

第一个要考察的名字是[image: ]
 Mnws，它可以得到证实的最早出处是第十二王朝的《辛奴亥的故事》。在第五章提到过的这个故事里，这个名字被用来称呼Fnḫw（一个叙利亚民族，或许是腓尼基人）的一名王子。波斯纳认为，这代表了文学上的情况，上下文中的其他人名实际上是国家的名称，因此Mnws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地名。
(2)

 这样的解释显然符合后来这个名称带有义符[image: ]
 （外国的土地）时的用法。

波斯纳的解释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不过要确定Mnws的区域则更为困难。它在国家列表中的位置通常是在现在被认为是克里特的Kftἰw和叙利亚之间。有时它出现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表示那里有一个地区。不过，这个名字在同时代的阿卡德和赫梯资料中并没有得到证实。表现来自Mnws的带着贡品的人的图画上似乎画的是叙利亚—巴勒斯坦人，不过也显示出爱琴海的影响。
(3)

 我们下面也会看到，来自Kftἰw的人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人。

名字Mnws及其与克里特的联系在希腊传说中有对应者，那就是克里特的弥诺斯国王和地名弥诺阿，这个地名在古典时代的爱琴海南部和克里特都是普遍使用的。1934年奥尔布赖特尝试着提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
(4)



名字Minos（弥诺斯）和Minoa（弥诺阿）的来源极其复杂多样，远远不同于阿瑟·埃文斯为了表示前希腊的克里特人而创造的新词语“Minoan”（弥诺斯人）。
(5)

 在第四章中我讨论了作为立法者的“克里特”国王弥诺斯与埃及的Mn(y)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第一王朝的立法者和创建者，曼涅托称之为美尼斯（Mēnēs），希罗多德称之为敏（Min）。我也探讨了作为好色之徒的国王弥诺斯和埃及的丰饶之神敏神之间的关系，因为Mn(y)或许与敏神（Min）有关。
(6)

 至于地名Minoa，维克托·贝拉尔令人信服地将之与西闪米特语的Månahat或Mə
 nuḥå（休息的地方）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词似乎也是作为地名使用的。
(7)



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Mnws或许与Mзnw有关，Mзnw是传说中位于埃及西部的山脉，是太阳落下的地方。Mзnw出现得更晚，因此з或许纯粹是发元音的，这样这里的对应就是有可能的。不过，Mзnw或许要更古老些，并且本来的发音是*Mrnw。公元5世纪，拜占庭的斯特凡诺斯描述了非利士的加沙对神灵马纳（Marna）的膜拜，神灵马纳与克里特有牢固的联系，斯特凡诺斯认为他是“出生在克里特”的宙斯·克里托根尼（Zeus Krētogenes）。
(8)

 虽然Mзnw在语音方面所具的更古老的价值削弱了其与Mnws的联系，但是这也显示出Mзnw尽管通常被认为是位于利比亚，也有可能指位于克里特的西方的其他高山。
(9)



简而言之，Mnws或许是在埃及以北和以西，它的王子或许接受了色梭斯特里斯的统治，当然就会向新王国的法老敬献贡品。因此，尽管Mnws与Kftἰw同时出现在国家列表中，但是Mnws这个名字有可能在不同时期用来指克里特岛屿的某个部分或整个岛屿。倘若如此，有关Mnws的埃及铭文证据就可以证明修正的古代模式。首先，图画中来自Mnws的交纳贡品的人显示出第十八王朝的埃及人控制了爱琴海部分地区，第十二王朝的情况或许也是这样；其次，在《辛奴亥的故事》中，Mnws和Fnḫw的联系似乎显示出，早在公元前20世纪或公元前19世纪这部故事完成之时，克里特和讲闪米特语的黎凡特就有密切的联系。最后，Mnws的一些人具有“闪米特人”和亚洲人的外表，这意味着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具有国际化特色。不过，尽管人们希望确定Mnws和克里特的对应关系，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奥尔布赖特关于这两个名字对等的假说是正确的。

Kftἰw、卡夫图和克里特

Kftἰw（卡夫图）和克里特的对应更为直接。最早提到这个词的文本似乎出现在公元前2450年到公元前2100年间的第一中间期，尽管无法确定，但是时间肯定是很早。那个文本是：

今天没有人会下行到毕布勒。我们从远至卡夫图的地方为死去的祭司进口放置木乃伊的棺材和保存［国王］尸体的油。
(10)



这显示出在公元前三千纪黎凡特和克里特之间存在常规贸易，这符合第一章中讨论过的考古证据。让·韦库特就埃及与“前希腊人”的关系写过一本优秀的论著，依据上面这个文本，也由于没有其他文本，韦库特指出，在希克索斯时期结束之前埃及和爱琴海地区没有直接接触，也就是说，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之间的所有的交往和贸易都是通过黎凡特进行的。艺术史学家威廉·史蒂文森·史密斯在其巨著《古代近东的相互关联》（Inter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中“倾向于怀疑”韦库特所使用的默证，1965年之后，也就是史蒂文森·史密斯写作的时代，考古证据恰好可以支持他的怀疑。
(11)



下一个提到卡夫图的文本来自希克索斯时期或希克索斯时期刚刚结束的时候。文本的名称是“写出Kftἰw的名字”（“To Make Names of Kftἰw”），并且包括了一个年轻抄写者所能遇到的来自卡夫图的典型名字。
(12)

 卡夫图也经常出现在第十八王朝的文本中，尤其是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504年—公元前1450年），但是在阿蒙诺菲斯四世/阿克那顿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379年—公元前1362年）之后就不再使用了。
(13)



埃及学者注意到，或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的阿卡德语名字Kaptara（卡普塔拉）与传统上被认为是克里特的一个名字的希伯来语的Kaptôr具有相似性。很长时间里，埃及学者一直认为这就是卡夫图的位置。
(14)

 在克诺索斯发现的壁画与埃及墓葬中所绘的来自卡夫图的进贡者和贡品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就让人更相信这种对应性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对等最终得到了证明，在来自Kom el-Hetan的阿蒙诺菲斯三世雕像基座上刻着一系列克里特和希腊的地名，其中列在首位的就是这个名字。下面会对此进行讨论。

不过，遵循雅利安模式的学者们相信欧洲式的“前希腊的”爱琴海人的形象，他们在接受卡夫图就是克里特这一点时，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若干证据显示出卡夫图可能是黎凡特。在Kftἰw的名单上，一些名字完全可被视为闪米特语或胡里安语的名字，另一些则显然是埃及语的。当代学者斯特兰奇（Strange）和梅里利斯接受了爱琴海地区在“种族上”是欧洲人这一前提，他们利用这个名单的多样性否定了卡夫图与克里特的对应关系。这实际上是斯特兰奇论述时的主要准则，他认为，埃及名字指的是塞浦路斯，不是爱琴海南部的岛屿。他并没有提到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中的人名或公元前15、14、13世纪的专有名称，这些名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克诺索斯在人口上是完全国际化的。斯特兰奇也没有把锡拉壁画的情况考虑在内，那些壁画也显示出，在公元前17世纪，也就是Kftἰw的名单完成的时候，爱琴海南部地区存在着不同种族。
(15)



来自公元前15世纪埃及墓葬绘画的证据同样并不确定。虽然著名的Rḫ mἰ Rґ
 ［莱克米尔（Rekhmire）］墓葬壁画把爱琴海人物明确地表示为来自卡夫图的人，但是其他墓葬中带有同样称号的人似乎是叙利亚人，尽管有些人具有爱琴海地区的混合特征。这些可以解释为，缺乏有关知识的绘画者可能并没有准确地描绘出人物特征，而且当时可能存在“杂合”的情况，下面会对此进行讨论。不过，Mn ḫpr Rґ
 snb［席涅布（Menkhepre seneb）］的墓葬壁画情况更为复杂。画中献礼的人和物品都来自克里特，但是被明确地标示为Wr n Kftἰw（卡夫图的国王或酋长）的人物是典型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人”。20世纪初期的考古学家弗鲁马克（Furumark）相信卡夫图在奇里乞亚，他认为绘制得如此精细的图画不应被人忽视。
(16)

 不过，对于那些认为卡夫图就是克里特的人来说，这种标记从雅利安模式和欧洲优越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是准确的。韦库特说：

除非承认叙利亚—巴勒斯坦人可能是爱琴海人的国王，否则在Rḫ mἰ Rґ
 或Mn ḫpr Rґ
 snb的墓葬绘画中与爱琴海地区的贡品一起出现的文本就绝对是错误的。这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17)



如果认为爱琴海南部地区的人口是多民族的融合，并接受古代的普遍观点，认为克里特人是说闪米特语的，那么这一困难就会与有关埃及名单上的名字的困难一样得到解决。
(18)

 这尤其会支持关于希克索斯人的征服的假说。
(19)



在对克里特与卡夫图是否等同的讨论中，另一点特异之处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在托勒密时代，卡夫图所指的并不是克里特，而是腓尼基。
(20)

 而且，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在提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弥诺斯人”时会称之为Phoinike（腓尼基人）。因此，这种混淆就不局限于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人。前面提到，卡夫图并没有出现在公元前1350年之后的新王国文献中。下面会谈到讲希腊语的人是何时控制克里特的。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因此，埃及语中不再使用卡夫图这个名字，这说明埃及或者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延搁，或者是迅速承认了这一改变。
(21)

 不管怎样，把卡夫图这个名字与前希腊时期克里特岛的居民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合理的。

因此，塞勒斯·戈登把A类线形文字和原克里特语［（Eteo-Cretan）古典时代克里特东部所讲的非希腊语的语言］解释为西闪米特语，可以佐证这种观点的似乎不仅是A类线形文字中的闪米特词语，以及埃及语和A类线形文字文献记录中的克里特的名字。在克里特岛的主要语言成为希腊语之后，卡夫图从克里特转变成了腓尼基，这也可以支持这种观点。
(22)

 在这之前，这座岛显然在文化和语言上都处于杂合状态。不过，我们似乎可以肯定戈登和考古学家索尔·温伯格的观点，认为早期弥诺斯文化从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出现后就以闪米特语为主要语言。
(23)



Wзḏ wr和Ḥзw nbw：爱琴海和迈锡尼人

与爱琴海有关的其他埃及地名并没有得到可信的鉴别，例如“Wḏwr中部的岛屿”（大片绿色）。当代学者亚历桑德拉·尼比（Alessandra Nibbi）指出，早在公元前12世纪之初海洋民族入侵期间，Wзḏ wr就被用来指代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了。
(24)

 这一说法以及由此得出的侵略来自三角洲的结论，显然都是荒谬的，因为这需要我们忽视与侵略更遥远的来源有关的大量可靠信息。描述侵略的埃及铭文价值极高，但是即使没有这些铭文，在考古证据、迦南文本、《圣经》和希腊传说中，都有可能发现与这一时期的部落迁徙和征服有关的很多迹象，这些活动影响了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
(25)



不过，尼比的论述依据是Wзḏ wr在前王朝时期的确表示三角洲中的沼泽，这是比较可信的。下面也会讨论到，Wзḏ的意思或许是“绿色”而非“蓝色”，它与[image: ]
 写在一起，意思是带有一个ḏ或一条蛇的“纸莎草植物”，这种双关含义会在第四卷中讨论。其最初的含义可能沿用到了早王朝时代。
(26)



正如韦库特所指出的，从古王国时期开始，Wзḏ wr的意思就是“海洋”。在中王国期间，Wзḏ wr被用来表示红海；不过到了新王国时期，它被用来指地中海，有时也指爱琴海，虽然并非总是如此。
(27)

 韦库特还表示，这时Wзḏ wr会与Kftἰw一起使用，表示一个邻近的相似国家，在后来的新王国时期Kaftu一词不再使用之后，Wзḏ wr仍然得到了沿用。而且，海洋民族似乎正是在这些岛屿上开始谋划他们的侵略活动的。
(28)

 总之，把Wзḏ wr中间的岛屿与非克里特的爱琴海民族乃至迈锡尼人联系在一起，似乎是有道理的。

另一个可能与这些有关的名字是Ḥзw nbw，即来自Ḥзw nbwt的民族——来自nbwt（岛屿）的ḥз（背后）。Ḥзw nbw自从被解读为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上表示“古希腊人”的译名后，一直被认为是指“希腊人”。著名的罗塞塔石碑来自托勒密时期，上面用象形文字、世俗体和希腊语刻写了同样的文本，为破解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提供了重要基础。
(29)



泽特和加德纳一样，认为在金字塔铭文中出现了三次的表达式dbn pẖr ḥз nbwt（围绕着岛屿的圆周）是指爱琴海。加德纳说这是“对爱琴海的足够精确的描述”。
(30)

 在奇阿普斯（Cheops）祭庙的牲畜浅浮雕和第四王朝的一块砖上都出现了这一表达，在第五王朝法老萨胡拉的祭庙铭文中写着“我带给你ἰwntyw和Mnṯyw，所有的外国国家和Ḥз nbwt”，这一表达式在后来多次重复出现。需要记住的是，据说在朵拉克宝藏中发现了带有萨胡拉的名号的物品。
(31)



埃及学家韦库特反对把Ḥз nbw与爱琴海对应起来，理由是Ḥз nbw在公元前7世纪被用来描述雇佣兵，其中包括卡里亚人和希腊人，因此在那之前它可能只表示来自远方的人。
(32)

 韦库特非常急于否定所有认为古王国的埃及人知道爱琴海的观点。他指出，名字带有ḥз（背后）的地方的结构是独特的，而有关“岛屿背后的”人的观念是非常高雅的。如果接受韦库特的这种观点，那么就如他所说：

有必要承认，自从第四个千年以来，尼罗河的居民不仅对地中海东部的岛屿，而且对环绕着它们的大陆的海岸，都已经形成了精确的概念。
(33)



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虽然金字塔铭文十分古老，它们实际上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似乎没有理由认为Ḥз nbwt在公元前四千纪时特指爱琴海背后的大陆，它更有可能是在古王国时期被这样使用的。史蒂文森·史密斯在讨论了爱琴海周围发现的古王国物品之后写道：

韦库特展示出，出现在奇阿普斯和萨胡拉时期的铭文或金字塔铭文中的词语“Haunebut”（Ḥз nbwt）不可能用来指爱琴海或爱琴海地区的居民。他也质疑了古王国与克里特的接触。另一方面，在埃及第五王朝时期，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王室贸易通过陆路和海路的扩张，这意味着埃及对爱琴海世界开始有所了解更有可能是在斯尼弗鲁［第四王朝的第一位法老］到佩皮二世［第六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期间，而不是韦库特所提出的第一中间期，因为第一中间期是民怨沸腾的贫困时期。
(34)



这些怀疑都是有道理的。不过，韦库特对Ḥз nbwt的解释今天仍然盛行。他的论述颇具说服力，使加德纳改变了他在1947年还仍然坚持的金字塔铭文中的Ḥз nbwt位于爱琴海附近的观点。1950年，加德纳在他的《埃及语语法》（Egyptian Grammar
 ）第二版中表示，Ḥз nbwt表示“遥远的不确定的地区”和那里的居民，尽管它在希腊—罗马时代被解读为指代希腊人。
(35)

 这实际上比韦库特更进一步，韦库特认为Ḥз nbwt是“一个模糊的词语，用来表示遥远的亚洲海岸的民族”。
(36)

 不过，如果“在岛屿背后”这个说法有具体所指，那么似乎更有可能指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希腊大陆的海岸，而不是塞浦路斯岛背后的海岸。

韦库特无疑否定了法国埃及学家蒙泰（Montet）牵强的说法，蒙泰认为，Ḥзw nbwt是前王朝时期居住在尼罗河河谷的希腊人的名字。
(37)

 不过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Ḥзw nbwt早在托勒密时代以前就被用来指代爱琴海人了，时间或许早至古王国时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第十八王朝。

亚历桑德拉·尼比批驳了将Ḥзw nbwt与爱琴海相对应的做法，但是这就与她对Wзḏ wr的看法一样缺乏历史感。另一方面，她的解释主要是基于韦库特的看法，韦库特认为nb[image: ]
 （篮子）之所以与“岛屿”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编织在一起的莎草可以漂浮。尼比的解释似乎合理地解决了让泽特和加德纳困惑的问题。
(38)

 但是，这个前王朝时期的词源并不意味着nbwt在古王国时期具有同样的含义，更不必说比古王国晚了两千年的新王国时期了。


 Danaan（达那厄人）的词源

青铜时代晚期，在埃及语、阿卡德语、迦南语和希腊语中广泛使用着一组极难区分的种族名称，它们是Tἰnзy、Tanaya、Dз-ἰn、Dene、Denyen、Danuna（达努纳）、Danaan（达那厄人）、Danaos（达那俄斯）和Dan（但族）。不过，在试图区分这些词语之前，最重要的是确定它们的一致性。此前，我们提到了一处证明了Kftἰw等同于克里特的雕像基座，这个基座也帮助我们在埃及语名称Tἰnзy和Danaoi之间建立了对等关系，后者是荷马笔下最常用的表示希腊人的名字。外国国名Dз-ἰn（Dene）的所指相比之下稍有些不确定。加德纳认为，Dene是一个来自海上的民族，曾在Wзḏ wr的岛屿上谋划攻打文明世界，是希腊人里的Danaoi。他也把Dene与埃及人称之为Tanaya的土地通过义符[image: ]
 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写法已得到了证实，也就是tnἰ˂
 ṯnἰ，意思是“老的，破旧的”（下面会谈到tnἰ˂
 ṯnἰ与Danaos的“老朽”之间的联系，Danaos是希腊词语Danaans的词源。）
(39)

 不过，对于推罗国王阿比米尔奇（Abimilki）于公元前14世纪在首都阿马尔奈写给法老的文书中提到的Danuna与Dene的联系，加德纳予以了否定，这既是因为Danuna中的u并不符合Dene的有关写法，也是因为它被特别视为迦南的Ki-na-aḫ-na的一部分。
(40)

 在加德纳于1947年发表其观点后，人们在奇里乞亚的卡拉泰佩（Karatepe）的双语铭文中又发现了Danuna的新的来源，这里提到了一个民族，在安纳托利亚语系的卢维语中称之为Adanawa，在腓尼基语中称之为Dnnym。在附近的叙利亚北部的Sam˃
 al王国，一份公元前9世纪的铭文中也提到了Dnnym。
(41)

 亚述人提到塞浦路斯时用的是Yadna或Ya-ad-na-na，这被合理地翻译成了Danana岛。
(42)

 不过，除了在推罗有所提及以外，在海洋民族入侵之前，在奇里乞亚并没有发现提到名为Danuna的国家的情况。由于经常在此地安营的赫梯人留下了大量地理记录，在距离奇里乞亚东部一百英里范围内的阿拉拉赫和乌加里特也发现了青铜时代晚期的大量档案，因此奇里乞亚人没有提到达努纳会令人感到奇怪。而且，这一时期该地区显然是受一个被赫梯人称为Kizzuwatna（基祖瓦特那）、被埃及人称为Qode（靠德）的国家统治的。另一方面，位于这一地区中心的城市是Adana（阿达纳），这个名字在公元前17世纪得到了证实。
(43)



安纳托利亚语研究专家拉罗什（Laroche）承认在卢维语的Adanawa和腓尼基语的Dnnym之间可能存在关联，认为Denyen/Danun是安纳托利亚人。拉罗什的观点得到了更年轻的学者约尔·阿尔贝特曼（Yoël Arbeitman）的认同。
(44)

 奥尔布赖特和阿斯特却否定了这种对应性。他们指出，Dnnym很容易就会被写成以>
 aleph开头，因为地名>
 dn在卡拉泰佩的铭文中就被用来表示Adana。
(45)

 如果城市Adana和Adanawa之间的关联不能得到接受，那么阿马尔奈文书就是唯一可能证明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的奇里乞亚存在名为Danuna（达努纳）的王国的证据。不过，这一证据在阿斯特和黑尔克看来已经足够。
(46)

 另一方面，奥尔布赖特相信，阿马尔奈文书中提到的名字Danuna与Dene/Denyen海洋民族以及Danaoi是一样的。他反对加德纳有关Danuna中间的u的看法，认为Danuna只是代表了对迦南语形式*Danôna的阿卡德语翻译，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形式，是因为发生在此前一个世纪的迦南语中â˃ô的语音转变改变了原来的Danana。
(47)

 不过，奥尔布赖特并没有讨论加德纳所指出的阿比米尔奇写给法老的文书的开头部分：

国王啊，吾王留书于我，“写给我你所收到的Kinaḫna的信函”。达努纳之王已死，其子继位，所辖地区平静。大火烧毁了乌加里特……
(48)



加德纳表示这意味着达努纳位于Kinaḫna/迦南，他写道：

语境中没有什么暗示着阿比米尔奇能够提供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外的信息，在那么早的年代里，达那厄人也不可能出现在那些国家的邻近地区。
(49)



这些针对奥尔布赖特的假说的反对意见被出现的大量证据削弱了，这些证据显示出埃及主要是通过黎凡特和黎凡特人与爱琴海地区接触和交往，特别是在新王国时期。我不相信埃及与爱琴海的全部贸易和其他接触都是“逆时针方向的”，亦即从埃及到黎凡特，然后沿着安纳托利亚南部海岸抵达爱琴海地区。不过，这无疑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向（考古学揭示出的特点会在下一章进行讨论）。在关于Mnws和Kftἰw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黎凡特和爱琴海地区的国家名称是并列的，更不用说这些国家名称的混用了，这显示出在埃及人的地理观中这两个地区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有趣的是，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期间，也就是在阿马尔奈文书写成的一个世纪之前，埃及人在叙利亚任命的首领也负责管理Wзḏ wr中部的岛屿。
(50)

 因此，爱琴海的事务也可能会被汇报给推罗的法老，而迈锡尼的希腊也可能被松散地纳入Kinaḫna之中。

奥尔布赖特提出，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奇里乞亚的Dnnym的，是那些在海洋民族迁徙过程中定居下来的希腊人的后裔。由于加德纳的反对意见并不强硬，要把Adanawa与Dnnym等同起来也会遇到问题，因此奥尔布赖特的假说仍然很有吸引力。
(51)

 这可以解释，公元前1200年以前这一地区为什么没有提到Dana/una。这也符合卡拉泰佩铭文所表现出的Dnnym和Mps的房子之间的联系。Mps似乎与希腊英雄墨索司（Mopsos）非常接近，据说墨索司在特洛伊战争时（大约公元前1210年）于潘菲利亚（Pamphylia）和奇里乞亚建立了殖民地。我们不知道吕底亚的墨索司与这位英雄是不是同一个人，据说前者到达了巴勒斯坦的阿什凯隆（Ashkelon）。
(52)

 如果这两个传说确实提到了同一个历史人物，那就意味着爱琴海人不仅与奇里乞亚人和叙利亚北部的Dnnym有关联，同时也与《圣经》中的但族有关联。

闪米特学家和古代史学家塞勒斯·戈登、伊加尔·亚丁和艾伦·琼斯（Allen Jones）都认为Dan与Danuna、Dnnym和Danaoi对应。
(53)

 语言学家和圣经学者加里·兰斯伯格出色地总结了《圣经》对他们观点的形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但族后裔但人（Danite）被描述为生活在船上，后来被纳入以色列的邻邦联盟或部族联盟中，是建立起自己领地的最后一个部族，他们原本生活在非利士人（Philistine）和特克人（Tjeker）这两个已知的海洋民族之间的海岸上。
(54)

 由于缺少详细的但族宗谱，人们更有理由假设这个部族原本并非以色列部族联盟的一员。而且，在但族英雄参孙和非利士人之间有牢固的联系。

这一证据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有关参孙的一系列故事和围绕着赫拉克勒斯的希腊神话故事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希罗多德的故事中，赫拉克勒斯被作为祭品带到了埃及神庙，他一路默不作声，而后突然发力杀死了身边所有的埃及人。
(55)

 这与参孙之死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在第二章中已经指出，关于赫拉克勒斯的“希腊”神话在本质上具有埃及成分，这在第三卷中还将进一步讨论。
(56)

 不过，参孙的故事似乎来自传说的希腊分支。参孙和赫拉克勒斯这两位英雄都无比强健；就像与他们存在联系的太阳一样——参孙的名字Samson来自闪米特语的Sms（太阳）——两位英雄都会莫名其妙地暴怒，也会暂时失去力量；他们都曾杀死狮子并把狮子皮披到身上。明显的对应性显示出这些故事是由海洋民族从爱琴海带到巴勒斯坦的。《圣经》中涉及种族关系转换的相似例子是，本土的基督教作家挪用并改变了一个穆斯林的故事，故事中的英雄名叫奥加西恩（Aucassin），这显然是个伊斯兰名字，但他变成了基督徒，而他的爱人尼古里特（Nicolette）变成了穆斯林。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Tanaya以及其他的名字都首先与爱琴海而非黎凡特联系在了一起，除了城市名字Adanawa与基本词干的相似性是个例外。根据戈登的说法，Danane这个名字出现在了A类线形文字文本中。他解释说，词尾的-ne是克里特和乌加里特名字中的常用后缀，或许也与印欧语中普遍存在的形容词后缀-n有关，-n有时也特别作为表示种族（与民族有关）的后缀。
(57)

 兰斯伯格指出，这个后缀的存在和缺失解释了Dn和Dnn这两种形式。
(58)



不过，对于这个名字是如何开始在西方使用的，我们没有确切答案。阿斯特相信闪米特的奇里乞亚渊源，认为种族名称Dana(na)与希克索斯侵略者一起进入了希腊。他也把Danaan（达那厄人）的命名来源Danaos（达那俄斯）与西闪米特英雄、《圣经》中智慧的化身Danel或Daniel（丹尼尔）对应了起来。
(59)

 Danel或Daniel这个名字来自闪米特语词根√dyn（裁决，统治，分配）。不过正如第一卷里谈到的，在埃及语中存在相关的词根dnἰ（拿出来分享，分配，更具体是指水坝和灌溉）。这个埃及语词根同希腊语的Danaos密切相关，也与动词ṯnἰ（变老，老朽）有关，dnἰ或变体*dnἰw（殖民的、灌溉的人）能够解释所有“希腊”英雄作为分配土地、进行殖民和灌溉的衰弱长者的特点。
(60)



正如在第一卷中讨论过的那样，围绕着殖民者的到来的一些传说显示出这位英雄可能具有希克索斯和闪米特而非埃及的渊源；但是根据传说，达那俄斯是来自埃及的，与达那俄斯和他的女儿相关的膜拜都是埃及式的。
(61)

 因此，达那俄斯的名字Danaos更有可能属于埃及语而非闪米特语。

表示达那厄人的单词Danaan可能有两种相关的印欧语来源。首先是爱尔兰传说中的达南神族的名称Danann，达南神族是从南方进入爱尔兰的。这一传说或许反映出了西北欧对迈锡尼人的记忆，不过可能性不大。我们看不出达南神族怎么可能成为爱琴海文化中的这个词语的来源。
(62)



Danaan的第二个可能相关的印欧语来源是印欧语中经常用来表示河流名称的“Dan-”，它出现在Danube（多瑙河）、Dnieper（第聂伯河）以及乌克兰和约克郡的Don（顿河）中。与此相关的是关于灌溉者达那俄斯和他的女儿的传说。
(63)

 不过，埃及方面的联系不仅与水有关，而且与灌溉有关，但是并没有把达那俄斯与北方联系在一起的传说，相反却有很多传说把他与埃及和东南方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达那俄斯的名字Danaos不太可能是印欧语，而更有可能是亚非语。

尽管来自埃及语的双关或谐音双关对达那俄斯的属性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埃及语是这个词的唯一来源。达那俄斯和达那厄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达那厄人似乎不可能只是意味着达那俄斯（殖民者）的民族。实际上，有一条证据显示出，地理名称和种族名称Dane可能是最基本的，并且早于希克索斯人在爱琴海的定居活动。这一证据来自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布·萨拉比克（Abu Salabikh）发现的一份地名录，时间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在地名录中，在可能位于西方的遥远地方，有一个名字DA-neki
 ，它在埃卜拉的名单中的对应名称是am-niki
 。
(64)

 佩蒂纳托公布了后一份名单，并试着把am-niki
 与克里特的克诺索斯港口Amnissos（阿姆尼索斯）联系起来。阿姆尼索斯这个名称显然很古老，因为它出现在了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的象形文字和A类线形文字文本中。
(65)

 因此，DA-neki
 可能是个古老的名字，用来表示“远东”，特别是克里特和爱琴海地区。

下面总结一下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很难理清围绕着名字Danaan存在的复杂的谐音双关。在这方面，最有效的假说似乎就是，Dane是从公元前三千纪起在克里特使用的种族名称或地名。公元前两千纪希克索斯人在西伯罗奔尼撒定居之后，Dane与埃及语中的词语dnἰ或ṯnἰ，或许还有闪米特词语dyn存在双关，最终导致了词源Danaos的形成。到了公元前15世纪，Danaioi成了我们称之为迈锡尼人的民族的常用名称，与Dnnym和Dan一样，这个名称随着海洋民族的入侵传播到了奇里乞亚和巴勒斯坦。尽管这一假说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实际上，当埃及人使用种族名称Tἰnзy、Tanaya、Dз-ἰn、Dene和Denyen时，他们所指的肯定是希腊人。


 青铜时代晚期有关埃及人与爱琴海之间关系的文献证据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对应性，那么埃及文献对于埃及与爱琴海地区之间关系的描写又呈现出了一幅怎样的图景呢？有一种可能是，提到Ḥз nbw的文献可以与来自埃及的物品和爱琴海地区的结构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埃及与爱琴海地区在公元前三千纪的接触。更为翔实的证据表明埃及和克里特在中王国时期进行过贸易往来。在希克索斯时期末期和第十八王朝开始时，二者的关系似乎格外密切。

埃及从第十八王朝之初开始使用名称Pз Kftἰwy（克里特人）和一系列“来自Kftἰw的名称”，这让我们知道，在克里特有埃及人，在埃及也有克里特人。
(66)

 第十八王朝的第一位法老阿摩西斯宣称，Ḥзw nbw是他的追随者，他的母后阿霍特普被描述为“Ḥзw nbwt的女主人”。
(67)

 这里的指称似乎更有可能是对统治权的声明，而非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对希腊雇佣兵的指代。
(68)

 总体上，就如黑尔克所写的，“第十八王朝的开始当然应该被视作对爱琴海地区影响最为强烈的时期”。
(69)




 埃及铭文和墓葬壁画的准确性与杂合性

在研究第十八王朝墓葬壁画的内容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这些画作是否能真实可信地反映出它们绘制时的现实状况。毫无疑问，很多动植物的图案从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准确的。考古发现已经清晰地证明了画面中描绘的很多物品的准确性，其中格外令人瞩目的发现是近期从卡什沉船中打捞出的物品。

不过，很多学者都曾对这些绘画的准确性提出过质疑。首先，他们怀疑这些绘画所绘制的年代，认为那些艺术家可能不是在描摹当时的现实生活，而是在模仿更早的墓葬壁画，甚至只是根据“粉本”进行绘画。尽管很多墓葬并未被挖掘，人们也未发现过当时的粉本或提到粉本的记录，但是这些学者似乎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埃及存在艺术创造的规范和艺术准则，在保留至今的画作中也有不少经常重复出现的主题和形象。
(70)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这些人工制品和具有异域特征的绘画的同时代性和原创性的怀疑，主要是基于把埃及视为孤立的、保守的、内向型文明的现代模式；并且由此认为埃及人很少出门旅行，在埃及很难见到来自异域的物品、植物、动物和人员。这些观点在我看来是很有争议的。第五章已经提到中王国时期的外国城市里有埃及人，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到了新王国的巅峰时期，在外国的埃及人要比此前更多。
(71)

 比这还要明确的是，在同一时期，在埃及生活着大量的外国人。
(72)

 而且，即使在埃及存在着复制更早作品或图案的艺术传统，也并不能排除这一可能，就是当时埃及的艺术家有意愿或能力去描摹现实生活并为了顺应现实而改变标准化的图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在王室官员Rḫ mrἰ Rґ
 （莱克米尔）的墓葬壁画上出现的更正，这一著名的壁画绘制于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450年间，其中爱琴海使节的“弥诺斯式”短褶裙似乎被重新绘制成了“迈锡尼式”缠腰布。
(73)

 如果姑且认为迈锡尼人在这一时期征服了克里特，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形似乎就是，原本模式化的形象在此被修改以准确地表现现实。至少在后来的时期里，这一原则似乎成了埃及艺术的首要基础。
(74)



这就引出了现代历史学家在面对埃及墓葬壁画时所遇到的又一大难题，人们称之为“杂合性”。以色列考古学家谢利·瓦赫斯曼（Shelley Wachsmann）是这样开始他的相关讨论的：

人们用“杂合”这个术语来指代埃及艺术中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埃及艺术的主题，不论是人物、物品还是整个场景，都是把原本属于两个或更多独立实体的要素结合起来。……温赖特等人在分析外国人物形象时由于未能考虑到这种杂合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75)



杂合无疑是埃及艺术的一种特征。神灵被表现为动物的头加上人的躯体或者相反，而斯芬克斯和格里芬都是常见的艺术形象。更令人瞩目的是艺术传统中呈现出的典型的“杂合型”埃及人：我们所发现的遗骸让我们知道埃及人具有显著的生理多样性，但是埃及艺术的杂合特征会使人忽视埃及人的生理多样性。这种“杂合”产生的原因似乎是，人们迫切需要维持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尽管上埃及人和下埃及人的主要身体特征并不相同。这样的需求也很符合作为整体的埃及艺术形象，建筑史学家鲍德温·史密斯（Earl Baldwin Smith）就此写道：“埃及艺术一直是表意的，总是在表现本质的、普遍的观念，而非转瞬即逝的个人体验。”
(76)

 也有可能如同瓦赫斯曼和他之前的学者所说的，杂合的物品和植物是混合在一起的，尽管并没有和动物混合在一起。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瓦赫斯曼和更早的古代艺术史学家在使用杂合的概念时，很可能是为了排除掉埃及艺术中让他们无法理解或不喜欢的事物。尤其是，当人们看到绘画中体现的外国文化或不同种族的杂合时，总是认为这并非在表现当时的现实状况。有趣的是，很有可能正是由于埃及艺术家知道外部世界是纷繁多样的，他们在描绘外国民族时所展现出的人类多样性要比描绘本民族人时更加写实。因此，研究者经常忽视绘画中那些外表和服饰具有叙利亚和爱琴海地区混合特征的人或是黑皮肤的克里特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出于艺术家的零星想象。现代学者也会着意否定外国的人工制品所具有的埃及图案和艺术元素。

这种否定在我看来似乎是基于两大谬误。第一，我们对于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居民的种族性质和文化习惯足够了解，可以判断出很多肖像都“不可能”是对现实人物的描绘。第二，人们相信，地中海盆地的各个固定区域存在具有统一物质特征的独特文化。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把20世纪早期的种族主义思想投射到了绝对不合适的时空之中。事实上，我们越是了解新王国时期这一区域的情况，就越会发现当时这一区域的多元性和国际化特征。而且，前面讨论过的考古证据显示出埃及的文化特性渗透到了黎凡特之外的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地区，反之亦然。于是，尽管在艺术创作中会存在人为“杂合”的外国人，但是在我看来，似乎更应该接受墓葬壁画中表现出的多样且复杂的文化图景，而非对此加以排斥。


 克里特王子为何会向埃及进贡

现在我想考察一下墓葬壁画绘制时的政治状况。强大的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公元前1503年—公元前1483年）的统治以独具特色而著称，并且在她的命令下埃及人发起了前往东非Pwnt的著名远征。同样清楚的是，尽管后来遭到了诋毁，但是她统治下的国家一派繁荣，为她的继子、共同摄政者和竞争对手图特摩斯三世后来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在她去世后，图特摩斯三世继续统治了22年。
(77)

 图特摩斯三世是埃及史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在我看来只有五百年前的色梭斯特里斯才能与之争雄。图特摩斯似乎是位仁明睿智的国王，除了憎恨哈特谢普苏特之外，对别人都很友善。在他统治下埃及得到了更好的治理，也变得更加繁荣。不过最能让人铭记在心的还是他向各地发起的远征和征服，尤其是向北方的征服。
(78)



图特摩斯22岁时亲自率军远征，穿过了叙利亚，那大概是公元前1482年，在此之后的16年里他继续频频征战。
(79)

 远征在他32岁（约公元前1472年）时达到了巅峰，远征军进入了胡里安或米坦尼王国统治的纳哈林（Naharin），这一地点位于上幼发拉底河。他撤回埃及时带走了一些囚徒，但是战役震慑到了邻近国家的国王，这些国家包括巴比伦、亚述以及处于赫梯治下的哈梯。
(80)

 前面描述过的墓葬壁画所处的历史语境就是这样。埃及的军事胜利和法老对埃及与黎凡特港口的控制都足以解释当时的情形，就如对外国使节的这段描述一样：

他们［卡夫图的王子们］得知他在整个国家取得的胜利，为了获得生命气息，他们背起礼物来献给这位王者［图特摩斯三世］，以期得到他的力量的庇护。
(81)



接受tзn ґ
 nḫ（生命气息）是与卡夫图和其他外国国家放在一起使用的词语，在其语境下只能是意味着统治权。不过，卡夫图的王子们也有可能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在来自苏丹上尼罗河的巴克尔（Jebel Barkal）或纳帕塔的一处铭文上，图特摩斯宣称他“制服了埃及的敌人（Nine Bows）、Wзḏ wr中部的岛屿、Ḥзw nbwt和外国的反叛”，
(82)

 这里还使用了含混不明的人称代词：

我来命令你们打击那些在岛屿上的人和居住在Wзḏ wr中部的人，听到了你们对战争的呼唤，我让他们看到你们的威力，就像压在它的牺牲者背上的磨石。
(83)



韦库特指出，这些文本看起来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它强调的是图特摩斯的征服和统治的广泛性，因此不应按照字面意义理解。
(84)

 另一方面，前面提到，名字Kftἰw在埃及文档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时候，就是图特摩斯统治时期。在埃及也出土了大量属于这一时期，即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1的爱琴海地区的罐子。这些罐子和其他发现于爱琴海地区的公元前15世纪上半叶的埃及物品，会在下一章予以讨论。
(85)



而且，现代埃及学不了解这些远征，不等于这些远征不曾发生。米特·拉辛纳碑文不仅让我们知道，第十二王朝的法老在四百多年之前就曾向地中海发起了海上的远征，而且也让我们明白，埃及学家对此其实一无所知。我们也从代尔拜赫里的浮雕上得知，哈特谢普苏特派出的舰队曾经沿红海航行到遥远的地方。

更贴近主题的是，我们知道，在图特摩斯三世和他的继任者统治期间，他们的征战得到了实力强大的海军的支持。人们认为当时的海军机构相当重要，以至在孟菲斯建有由法老的长子管理的船厂，也拥有特殊设计的战舰和提供补给并进行运输的商船。其他船只类型还包括被称为kbnwt或kpnwt（毕布勒）和kftἰw（克里特）的船只，就如威廉·海耶斯在《剑桥古代史》中所写的那样：

它们现在通常被视作由埃及人设计和建造的船只，目的是要航行到毕布勒和克里特或完成与此类似的航程。而且，在船只的设计和修造以及航海知识方面，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人显然并没有从他们的弥诺斯和腓尼基邻居那里借鉴多少东西，实际上，倒是埃及人的海上邻居采纳使用了至少一种由埃及人最先建造的船只。（强调之处为原文所加）。
(86)



总之，我们无法再像站在雅利安模式的角度进行研究的韦库特那样，确定地认为埃及人在图特摩斯统治的公元前15世纪上半叶时不曾远征到爱琴海地区。我们了解图特摩斯的习惯、意愿和海军力量，也可以肯定克里特的王子曾到埃及献上贡品，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怀疑埃及海军在公元前15世纪70年代曾经远征爱琴海地区。

无论如何，“Wзḏ wr中部岛屿和kftἰw的王子”觐见了埃及法老，至少埃及人将之解读为顺从的表现。有可能的是，卡夫图的统治者感觉到受到了北方的“迈锡尼人”的威胁，另一方面，埃及人给克里特政权带来的动荡，同样有可能催化了不久之后发生的迈锡尼人的征服。

统治权是个模糊概念，我们并不确切了解“接受生命气息”的政治含义。不过，“接受生命气息”在经济上的含义会在下一章予以讨论。前面提到，第十八王朝的建立者阿摩西斯有可能声明了对爱琴海地区的统治权。
(87)

 所能说的只是，献上厚礼的仪式在图特摩斯征服之后的几乎一个世纪里一直被重复着，埃及人把这种仪式解读为表示臣服。在阿克那顿统治的第12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369年，来自“Wзḏ wr中部”的人在法老的宝座前呈上了贡品。韦库特指出，这里使用的词语意味着岛民同来自叙利亚和努比亚的使节相比，与埃及没有那么深的从属关系。尽管如此，北方人也会为了“接受生命气息”而献上贡品。
(88)

 前面说过，卡夫图这个名字在公元前14世纪开始后就没那么经常被提到了。在命名上从卡夫图到“Wзḏ wr中部”和Tanaya的转变，似乎就反映了新出现的迈锡尼人对克里特的控制。


 迈锡尼控制克里特的年代学问题

现在我们有必要换个思路，考察一下迈锡尼人是何时控制克里特的。第七章已经提到了相关的内容，其中将之描述为锡拉火山爆发摧毁克里特所导致的结果。
(89)

 不过，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流传更为广泛然而很可能是错误的看法，那就是“希腊人”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开始之时征服了克里特。

前面经常提到阿瑟·埃文斯在弥诺斯研究领域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有关相对和绝对年表的问题上。根据埃文斯的说法，在他判定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B的陶器时期结束之时，克里特发生了巨变。至此，除了克诺索斯的宫殿暂时躲过一劫外，所有的克里特宫殿都遭到了摧毁。克诺索斯的宫殿又存留了数十年，直到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末期时才崩溃瓦解，埃文斯认为那发生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在那之后衰退的新时期开始了，贫穷的、不会读写的人占据了宫殿，在此居住下来。根据埃文斯的看法，克里特的宫殿文明一直是“弥诺斯的”，从这方面看，希腊大陆的文明也是一样。
(90)

 也就是说，这发生在非古希腊或前古希腊时代到青铜时代末期。埃文斯晚年时受到了迈锡尼研究者的挑战，其中最出名的是韦斯（A. J. B. Wace）。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兴盛的时期。迈锡尼研究者承认来自弥诺斯的重要影响，但是宣扬迈锡尼文明的民族独特性，他们甚至在1939年宣称，迈锡尼影响了埃文斯所说的克诺索斯的最后一处宫殿，也就是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的克诺索斯宫殿。
(91)



他们的推断在13年后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当时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把埃文斯所说的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的宫殿里发现的B类线形文字泥板释读为希腊文。于是，现在人们通常认为，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迈锡尼侵略者征服了克里特，毁掉了克诺索斯宫殿之外的所有宫殿，并以克诺索斯为中心，在之后的70年里统治着整个岛屿，直到他们的宫殿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结束之时被我们尚不了解的外来侵略者摧毁。这一方案的描述非常符合Rḫ mrἰ Rґ
 （莱克米尔）墓葬绘画中人物所穿短褶裙的变化，该画作是在公元前1470年到公元前1450年间完成的。这也与Kaftu这个词语的消失相契合，尽管在时间上存在一些差距。

不过，情况并非如此简单。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希腊大陆，特别是在麦西尼亚的皮洛斯宫殿中，挖掘出了大量B类线形文字泥板。这些泥板并非来自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或与此基本对应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二段B，而是来自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这一时期在当时被认为是始于约公元前1275年的，而埃文斯认为克诺索斯宫殿最后被毁是在公元前1380年，这要比公元前1275年早了几乎一个世纪。皮洛斯的文字和克诺索斯的文字略有差异，但是更令人无法忽视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一些研究这两种文字的语言学家甚至认为它们肯定是同时代的文字。由于人们无法对希腊大陆的泥板制成的时间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克里特的文本就肯定是来自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B时期。

最早提出这样的观点的是英国语言学家伦纳德·帕尔默，当时是1955年，在那之后帕尔默就开始四处游说，主张克诺索斯的宫殿延续的时间与希腊大陆上的那些宫殿同样长，而且也与希腊大陆的宫殿一样在公元前12世纪早期被多利安人摧毁。
(92)

 在这方面帕尔默拥有古代权威的证据，因为荷马把特洛伊之战（约公元前1220年）前夕的克里特描述为富有强大的国家，当时统治克里特的只有一位国王，是伊多墨纽斯（Idomeneus），他派出了80艘舰船参加远征特洛伊的行动，这个数目在远征军中排名第三。
(93)

 帕尔默发现了埃文斯观点的重大漏洞，于是开始攻击埃文斯的结论，他所利用的主要就是埃文斯的助手麦肯兹（D. Mackenzie）的考古学“日志”，其中表现出了埃文斯提出的独断方案的基础是多么不确定。

帕尔默从皮洛斯的挖掘者布利根（Blegen）那里得到了一些支持。
(94)

 不过，他的观点被大多数爱琴海考古学家视为异想天开。一种原因是专业上的，是因为考古学界对语言学家“擅入”考古学领地充满反感。帕尔默对埃文斯的陶器时期方案的挑战也的确引起了恐慌。这并非因为对这位弥诺斯考古学的开创者有多少喜爱之情，而是因为在他的观点被从根本上颠覆后，年表就会变得混乱。另一个难题是，帕尔默相信发生过卢维人的入侵，他对B类线形文字泥板年代的重新判定都是与此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95)



不过，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帕尔默的观点，也就是克诺索斯的B类线形文字泥板刻写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时期。比如说，在希腊大陆发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马镫罐（stirrup jar），上面刻着B类线形文字，对黏土的分析显示出它们是在克里特制造的。
(96)

 更令人瞩目的是，研究工作显示出克里特岛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和B时期都是繁荣的，因此不可能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时被摧毁。
(97)

 此后，关于宫殿本身的研究显示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陶器并不符合埃文斯观念中的“占据”模式，尽管早期建筑的一些部分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或许不再使用，但是考古证据显示，那里仍是发挥作用的行政中心。另一项指向这一方面的证据是显然具有重要性的克里特贸易。
(98)

 现存的克诺索斯B类线形文字泥板大部分都来自这一时期末期的破坏层中，也就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这样的模式符合前面提到的来自荷马的证据。

不过，这并不能回答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B类线形文字，或许还有希腊语，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克里特岛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的分布区域有限，且持续时间显然是短暂的。它显示出与之前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B和之后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之间的连续性，不过并不具有布利根所说的明确的“迈锡尼”特征。
(99)



上一章展示出，军事化社会和竖井墓出现在克里特的时间原本被归结为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现在则应该向前推到弥诺斯中期三段。
(100)

 铭文的证据同样清晰地显示出，A类线形文字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的克诺索斯是继续在使用的。
(101)

 尽管并不确凿，但是在这些事实之下，发生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开始之时的对“省级”宫殿的破坏不可能与迈锡尼人的到来有关。我们最好是认为，权力集中是内部变化的过程，尽管也有可能受到了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外部压力。

没有证据表明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开始时出现了宫殿被毁。这似乎也说明那时克里特没有发生军事入侵，尽管可能出现过平静的移民。另一方面，在数十年后，在被冗长地称为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2的陶器时期开始之时，发生的破坏虽然不至于彻底摧毁克里特，但是规模绝对不小。这似乎是克诺索斯和克里特的迈锡尼化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点，尽管这一过程可能是从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1开始的，而且破坏可能与亚加亚人（Achaean）的介入有关。
(102)



不过，帕尔默和他的支持者都忽视了来自埃及的证据——原本用来表示克里特岛的名称Kaftu消失了，Rḫ mrἰ Rґ
 墓葬壁画上的克里特式短褶裙被重新画成了迈锡尼式缠腰布，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470年到公元前1450年间。
(103)

 人们先入为主，不愿承认这一证据。首先，基于在第一卷中讨论过的原因，那些假定发生了卢维人入侵的学者不太可能转向黎凡特和埃及寻找支持。
(104)

 第二，那些学者的普遍倾向是把时间界定得更晚近，他们会接受标准的弥诺斯陶器时期的绝对年表，而不愿意将年表中的时间提早。因此在他们看来，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始于公元前1450年。在这样时间下，来自Rḫ mrἰ Rґ
 墓葬的证据就符合传统所认为的发生在这一时期的迈锡尼的征服。不过，如果接受了《剑桥古代史》的年表，这就很难与发生在公元前1380年—公元前1275年间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的征服相协调。

但是，如果把锡拉火山爆发重新判定为发生在公元前1628年，并由此采用新的更高位的年表，那么就不存在上述的不一致了。肯普和梅里利斯认为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的开始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475年间，虽然他们并未探究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的开始时间。他们的模式无法容许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开始之时出现迈锡尼的接管统治。贝当古把时间提前了更多，其中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始于公元前1550年，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始于公元前1490年。尽管他认为断裂发生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1和A2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430年—公元前1410年间，但是也很有可能压缩更早的时期，从而使得克诺索斯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1的毁灭发生于Rḫ mrἰ Rґ
 所在的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450年间。实际上，就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的开始时间来说，这样的高位年表是不必要的，即使像我一样将这一时间判定为公元前1470年左右也是可以的。因此似乎有可能的是，迈锡尼人接替统治的时间至少与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1开始的时间一致，尽管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1结束时发生的破坏可能是亚洲的侵袭或征服所造成的结果。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105)




 前往埃及的克里特和迈锡尼使团

把迈锡尼占领克里特的时间界定为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450年间，这也得到了来自埃及王室编年史的证据的支持。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的第42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462年，王室记录下了“Tἰ nзy，Ta-na-yu的［首领的贡品］；来自Kftἰw国的银制的‘Shuabt’”。
(106)

 Mn ḫpr Rґ
 snb的墓葬绘画似乎绘制于图特摩斯统治末期（这位法老死于公元前1450年左右），其中把卡夫图的国王或首领描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人。德国埃及学家韦格内（Wegner）根据绘画风格提出，这座墓葬早于Rḫ mrἰ Rґ
 的墓葬，但是就这一主题写出过优秀作品的韦库特主张，Mn ḫpr Rґ
 snb的墓葬要更早一些。
(107)

 因此，就如丹麦考古学家英格力·斯特伦（Ingrid Strøm）所提出的一样，卡夫图的一位“叙利亚—巴勒斯坦”国王在克里特的旧时政权即将结束时来到埃及乞求“生命气息”，这不仅可以被解读为国王需要与黎凡特的埃及征服者以及爱琴海地区现实中或潜在的入侵者交好，而且也表明国王想获得可以抵御北方敌人的外交政策上的或军事上的保护。
(108)

 至于表现Tanaya的首领呈上卡夫图工匠制造的珍贵物品的画面，这也可以展示出在克里特存在着新的统领者，他们想通过与埃及的邦交关系保障统治的合法性。这些解释当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没有理由怀疑，克里特和希腊的使节是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被派往埃及的，至少埃及人将之理解为一种臣服的表现。


 阿蒙诺菲斯三世雕像的基座

大约80年后，在阿蒙诺菲斯三世统治期间（约公元前1419年—公元前1381年），出现了有关爱琴海地区与埃及接触的进一步的证据。
(109)

 在底比斯附近Kom el-Hetan的阿蒙诺菲斯祭庙有5个雕像基座，雕像似乎是属于这位法老的。每个雕像基座上都刻着用椭圆形外框圈住的地名，框的上端是一个被缚囚徒的图案。四个底座上的铭文提到了属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点，但是第五个底座提到了爱琴海地区的地点，前面的类别名则是Kftἰw和Tἰnзyw。

底座上的名字有的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还留下了12个名字，它们是：ἰmnšз（˃
 amniša）、Bзyš(з)y（Biyaš-）、Kз tw nзy（Kútunaya）、Mwk ἰnw（Muk ˃ánu）、Dyзḳзἰзs（Diqaês）、Myḏзnἰз（Mi anê）、Kзtἰyr（Kútíra）、Nupyryy（Nupirayy）、Kзnywšз（Kúnúša）、Rykзtἰ（Rikatá）
 和Wзἰwry（Wἰliya）
 。九名学者曾发表过关于这些名字的研究成果，他们认同下面的对应：ἰmnšз与阿姆尼索斯的对应、Kз tw nзy与基多尼亚（Kydonia）的对应、Mwk ἰnw与迈锡尼的对应、Nupyryy与纳夫普利亚（Nauplia）的对应、Kзtἰyr与基西拉（Kythera）的对应、Kзnywšз与克诺索斯的对应、Myḏзnἰз与麦西尼亚的对应以及Rykзtἰ与里克托斯（Lyktos）的对应。关于Bзyš(з)y的所指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它是赫菲斯托斯，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皮撒亚（Pisaia）。福尔（Faure）认为Dyзḳзἰзs是西克里特据称为Tegeai（泰耶埃）的地方，瑟金特（Sergent）认为它是阿卡狄亚的泰耶阿（Tegea），但是阿斯特主张它是克里特的迪克特山（Mount Dikte）。Dyзḳзἰзs也可能是克里特东部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卡托扎卡罗（Kato Zakro）的宫殿和城市的名字。
(110)

 第五章在讨论城市名字ἰwзἰ时提到了Wзἰwry，这座城市是被森乌塞特一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摧毁的。
(111)

 对此，四名学者都有自己的候选项，三人提出这是指(W)ilios或特洛伊，尽管它在其他城市以北很远的地方。
(112)



这份名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非常重要的信息。它为很多地名提供的证据要比此前它们得到证实的最早时间提前了四五百年。这也为希腊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文化连续性提供了有力证明。这份名单还显示出，至少在公元前14世纪早期，埃及人就是格外了解爱琴海南部地区的。由于城市名称刻在了椭圆形外框中，上端是被缚囚徒的形象，因此这些雕像基座可以被视为埃及对于其在该地区的主导权的声明。
(113)

 另一方面，就如很多学者指出的，被捆缚的人物形象只是新王国时期用来表示外国人的习惯做法，其他国家尽管此时是独立的，也会被用这种方式表示，例如赫梯、亚述和米坦尼。
(114)



雕塑基座刻着的名字体现出的不仅是埃及在这些地方具有象征性的权力，这种观点得到了考古学家弗朗威·汉基（Vronwy Hankey）和埃里克·克莱因研究成果的大力支持，他们把这一铭文与考古学家在爱琴海地区发现的阿蒙诺菲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埃及物品，以及在埃及发现的爱琴海地区的物品联系在了一起。有关内容会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汉基和克莱因提出了可信的说法，可以表明这一名单代表着一条或多条去往爱琴海地区的官方航行路线。
(115)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梅里利斯很有说服力地提出，到了公元前14世纪，名称Kftἰw被弄错了年代，装饰框上方的人物属于“闪米特类型”，显示出它们描绘的不可能是在阿蒙诺菲斯三世统治期间控制了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人。梅里利斯非常不愿意接受的观念就是克里特人或希腊人可能在政治上从属于埃及，他在讨论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的情况时也持有同样的立场。
(116)



在我看来，汉基和梅里利斯的假说并非互不相容。对转录的爱琴海地区地名的语音学研究表明，它们不可能早于新王国时期。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不会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早期的哈特谢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期间，那时Kftἰw还是克里特的恰当名称。另一方面，汉基和克莱因给出了详细有力的旁证，他们认为阿蒙诺菲斯三世统治期间在爱琴海地区存在埃及的政治活动。考虑到埃及和爱琴海地区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我们似乎有很充分的理由接受埃及人所声称的在这一时期对爱琴海地区的控制权。


 第十八王朝后期和第十九王朝时期埃及与爱琴海地区的接触

如上所述，在阿蒙诺菲斯三世的继任者阿蒙诺菲斯四世/阿克那顿统治期间，有关于“Wзḏ wr中部的岛屿”向埃及送上贡品的记录。
(117)

 同时记录下来的还有埃及从Kftἰw进口宝石的情况。这些也可以证实卡什沉船让我们了解到的有关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奢侈品贸易的情况。不过，装有大量黎凡特货物的沉船和推罗国王向埃及法老通报达努纳情况的阿马尔奈文书似乎都显示出，在公元前14世纪中期，埃及与爱琴海地区的来往并不直接，而是以黎凡特，或许还有塞浦路斯为中介的。第十八王朝后期和第十九王朝的文献提到了来自Kftἰw的货物，或许还有奴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pз Kftἰwy（克里特人）这个名称。
(118)

 来自第十九王朝后期或第二十王朝早期（约公元前1200年）的一份残篇写道：“我［归来］，我带回了一个Kftἰwy。”
(119)

 因此，在埃及和克里特之间似乎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来往。公元前13世纪的头25年，也就是第十九王朝开始之时，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力量开始复兴，这可能也对希腊产生了一些影响。在公元前1304年到公元前1237年的66年里统治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声称，“Wзḏ wr中部的岛屿”已经回归埃及，更具体的说法就是，“拉美西斯二世，您的威望遍及Wзḏ wr，Wзḏ wr中部的岛屿被笼罩在恐惧中，恐惧占据了首领们的心，他们派出使团前往觐见”。
(120)

 很难说清那时两地的关系密切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会在下一章看到，公元前13世纪埃及与爱琴海地区接触留下的考古证据比公元前14世纪的证据要少很多。到了公元前13世纪末期，情况发生了倒转，前面提到过有关海洋民族进行谋划并入侵的记录，那些海洋民族很多都来自爱琴海地区，其中包括Prst、Ṯkr、Trš和Dnn。
(121)

 因此，到了公元前12世纪，两地之间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是双向的。


 小结：埃及文献和绘画的证据

这些证据给我们描绘的图景就是，埃及人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之时就已经知道克里特了。中王国时期的文献中没有迹象显示埃及与爱琴海地区存在接触，但是最近发现的米特·拉辛纳碑文提醒我们在这方面不要过于信赖默证。有迹象显示，希克索斯时期的埃及人知道克里特，在正兴起的第十八王朝与Ḥзw nbw之间则存在某种联盟。约公元前1570年后，双方的关系出现了断裂，直到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504年—公元前1450年）；那时埃及人声称远征了爱琴海地区，并记录了Kftἰw（克里特）和Tἰnз（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派出使团向埃及进贡的情形。阿蒙诺菲斯三世（公元前1419年—公元前1381年）祭庙的雕像基座显示出，这时的埃及人至少对爱琴海南部地区有着详细了解。在阿蒙诺菲斯三世的继任者阿蒙诺菲斯四世/阿克那顿（公元前1381年—公元前1364年）统治期间，有另一个向埃及进贡的使团的记录，而推罗国王也向埃及法老报告了达努纳（希腊）的情况。此后，偶尔也有关于希腊的记录，但是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似乎被削弱了。不过在这之后不久，又有一些埃及记录提到，在公元前13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2世纪，爱琴海的海洋民族袭击了埃及和黎凡特。

这些提到希腊的记录并不支持雅利安模式，但是，记录中反映出的埃及与爱琴海地区的频繁而长期的接触，对于古代模式既起到了巩固作用也起到了削弱作用。从狭义上看，古代模式是被削弱了，因为这些记录足以解释我们所提出的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大量借用，而不需要古代模式所假定的在当地的定居的发生。但是，如同上一章所说的，认为发生过更早的文化借用也是有道理的。埃及和爱琴海地区在青铜时代的接触显然是相对轻松的，这在历史方面增强了古代模式的可信度。星星点点的记录显示出，其他的接触是多有可能不留痕迹地发生。最后，这些得到承认的接触在古希腊历史学中没有得到强调，这耐人寻味地揭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学家们的意识形态。


 美索不达米亚和乌加里特的文献

到了1930年时，人们已经了解了前面提到的大多数埃及文献，此时雅利安模式开始被奉为客观阐释的典范。从那时起，又发现了很多来自讲闪米特语的近东地区的新的文献证据，它们基本改变了整个图景。首先是在黎凡特最北端附近的叙利亚海岸发现的来自乌加里特的泥板。一些泥板上写的是阿卡德语，一些写的是胡里安语，但是大多数泥板上写的都是如今被称为乌加里特语的当地的西闪米特语。在探讨这些乌加里特文本之前，我们应该先看一下来自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原始资料，其中很多都是新发现的。

前面提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布·萨拉比克发现了一份地名名单，时间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在名单中有一个名字DA-neki
 ，在埃卜拉发现的几乎属于同一时期的名单中，这个名字的对应名称是am-niki
 。
(122)

 这个地名或许与克诺索斯港口Amnissos（阿姆尼索斯）有关，在阿蒙诺菲斯三世的雕像基座上，该港口被写作ἰmnšз（˃
 amniša），因此它显然存在于青铜时代。如果阿姆尼索斯真的能够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那么这个名字就与很多埃及地名一样很难与神灵阿蒙联系在一起，因为对阿蒙的膜拜直到公元前20世纪的第十二王朝才出现。另一方面，这个地名很有可能来自埃及语的ἰmn（西方），尽管ἰmn出现在地名中时末尾总是带有-t。
(123)



一份美索不达米亚文本声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世纪的萨尔贡大帝统治时期，不过实际上可能要晚得多。文本中提到了“北边的海（Upper Sea）之外的卡普塔拉”，“北边的海”是经常用于指代地中海的。来自上幼发拉底河畔的城市国家马利的名单属于公元前18世纪，上面提到了作为贸易伙伴和手工艺中心的卡普塔拉。另外特别提到的还有迦斐托人（Kaphtorite），他们是乌加里特的商品代销者。
(124)

 从这些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索不达米亚与叙利亚和克里特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并且公元前两千纪，克里特的商品在近东和在埃及一样大受欢迎，再加上克里特是幽远之地，是再合适不过的神灵居住地，因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加里特掌管金属工艺和手工艺的神灵Kṯr w ḫss被认为是住在克里特的了。
(125)



与阿拉拉赫等黎凡特港口一样，乌加里特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
(126)

 如同迈克尔·阿斯特所说的：

在乌加里特，大商人属于上等阶层：他们拥有最多的土地，作为谋臣和管理者围绕在王室周围，并在军队的精英团体中充当马车夫（mariannu）。……如果要为乌加里特的马车夫找一个对应者，那就是中世纪的威尼斯而非早期的罗马的贵族阶级，只不过乌加里特的社会关系比威尼斯的商人寡头政治更加严格和排外。
(127)



乌加里特的贸易活动极为频繁且范围广阔，但是与爱琴海地区几乎没有多少交往，这让人感到奇怪。显然，乌加里特官方非常关注与他们进行贸易的商人的族属，然而，就如考古学家和社会史学家阿尼塔·亚奈（Anita Yannai）所说的：

事实上，尽管丰富的档案记录提到了迦南人、亚述人、胡里安人、埃及人、阿拉斯奥特人［（Alasiote）塞浦路斯人］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沿岸几乎每个城市的居民，但是记录中并没有提及无疑属于希腊语的种族名、地名或人名，也没有B类线形文字的文本。
(128)



当然，亚奈指的是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而非上半叶的文本，我们知道此时这座城市中有一个被称为迦斐托人的群体。不过即使是在两千纪上半叶，也存在地名迦斐托这一例外情况。另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在记录中发现的名字Bn Dnn。阿斯特认为，叫这个名字的人的亲属有叫西闪米特名字的，显示出这个名字有本地的渊源。
(129)

 这的确是个难解的谜，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乌加里特语使用了赫梯语和印欧语中表示种族的-n，例如名字˃
 arwdn，即艾尔瓦德人（Arwadite）。因此，尽管存在与闪米特语的联系，Dnn还是有可能表示“希腊人”。

乌加里特和克里特之间最明确的联系来自公元前13世纪的一份税收文件，内容涉及的是一位名叫辛纳热努（Sinarenu）的官方授权的商人（tamkarum），他经常与克里特岛进行贸易。
(130)

 不过到了这时，乌加里特是处在赫梯的势力范围内的。大约在公元前1366年之后，这个地区和希腊大陆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可能遭到了封锁，第十一章会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131)

 乌加里特的文本大多数来自公元前1366年之后，这种封锁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加里特的文本中没有提到希腊人，而且乌加里特商人与爱琴海的直接接触显然十分有限。此外，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赫梯帝国边缘的或之外的塞浦路斯成了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中转港。
(132)

 尽管没有出自那里的贸易记录，但是考古证据显示出，在爱琴海地区和黎凡特的埃及部分或南部之间存在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
(133)



与古代模式和黎凡特对希腊的影响程度更加相关的，是在乌加里特发现的诗歌和神话文本。这些文本让我们了解了公元前两千纪的西闪米特神话，而西闪米特神话从诸多方面来看，都在希腊神话与我们从《圣经》中所收集到的迦南及以色列的神话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34)

 塞勒斯·戈登和迈克尔·阿斯特以这些文本为主要根据，提出了大多数希腊神话都来自西闪米特的观点。

古典学者和闪米特研究者鲁思·爱德华兹表示，在某些情况下，阿斯特的说法所基于的证据非常不足凭信。虽然她对阿斯特观点的确定性提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远远不能否定这些观点可能具有的合理性。就如我在第一卷中所提出的，在这些领域中人们能够达到或应该要求的并不是确定性，而是具有竞争力的合理性。譬如说，爱德华兹指出，阿斯特认为在乌加里特存在名为Qdm的启明星之神或黎明之神以及名为˂
 rb的晚星之神或黄昏之神，这种观点是以对乌加里特文本的解读为基础的，但是这种解读并不可靠。不过，爱德华兹并不能否定阿斯特所罗列出的越来越多的旁证，更不能削弱希腊传奇人物卡德摩斯和欧罗巴与闪米特词语qdm（东方）和˂
 rb（西方和日落）之间的联系，传说中卡德摩斯和欧罗巴也曾从东方的腓尼基出发去到了西方的希腊。
(135)



此外，阿斯特和戈登指出了西闪米特神话和希腊神话之间所具有的令人瞩目的对应性，对于这种对应性我们应该进行整体考虑，并从“为什么不会这样？”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认为希腊文化曾从其最发达的邻居们那里学习和借用了很多，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不过，我这样说可能有些操之过急。现在可以声明的只是，很多学者都看到了乌加里特泥板中记录的西闪米特神话传说与出现在后来的资料中的希腊神话之间的对应关系。

因此，来自乌加里特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文本都显示出了黎凡特和爱琴海地区在青铜时代的持续接触。文化借用或许就是频繁贸易的结果，而不能成为支持黎凡特征服爱琴海地区或在此定居的证据。不过，文化借用当然也与古代模式极其吻合。


 爱琴海地区的文献资料

尽管阿瑟·埃文斯在20世纪初就发现了爱琴海地区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的音节表，但是音节表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破译出来。因此，就像乌加里特泥板的情况一样，直到极端的雅利安模式稳定确立之后学者们才接触到了爱琴海地区的泥板。不过，爱琴海地区的文本就和乌加里特的文本一样，最终均被证实为对雅利安模式有颠覆性的影响。

在克里特、基克拉泽斯和迈锡尼的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开端的地层中都发现了用A类线形文字音节表写成的泥板。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可以通过相关的B类线形文字的已知音节对这些文本进行解读。就如迈锡尼研究的资深专家约翰·查德威克所说的，“单个符号的辨识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在整体上B类线形文字的音节似乎也适合A类线形文字”。
(136)

 塞勒斯·戈登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这样解读这些文字的，那时人们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并以此攻击他有关青铜时代地中海东部地区存在密切文化接触的观点。现在，戈登的假说在这个方面已经不会再引起争议。另一方面，对于使用了A类线形文字的语言的释读，仍然存在着激烈争议。不论这种语言是否基本上为闪米特语，它都肯定包含着闪米特词语。戈登引用了与表示小麦的表意符号写在一起的kunisu，他将之与在阿卡德语的ku(n)išu（二粒小麦）中发现的闪米特语形式联系了起来；戈登也把表示不同类型的罐子的qapa和supu与希伯来语的kp及希伯来语和乌加里特语的sp（容器）联系了起来，并把yane（葡萄酒）和希伯来语的yayîn联系了起来。
(137)

 此外，黑尔克还指出了下面这些对应的词语：kumina（莳萝；土茴香）和阿卡德语中的kammūnu、苏美尔语中的gamun、希伯来语中的kammōn；sasame（芝麻）和阿卡德语中的šamašama、乌加里特语中的ssmn；samuku（葡萄干）和希伯来语中的ṣimmuq；sarinu（橘黄色）和阿卡德语中的šurnu，黑尔克将之与希腊语的selinon（芹菜）联系到了一起；karopa（“一种花瓶”）和阿卡德语中的karpatu及乌加里特语中的krpnm；akanu和阿卡德语中的agganu（蔬菜水果的皮）。
(138)

 这就是说，或者是“弥诺斯人”原本就讲闪米特语，或者是弥诺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黎凡特的影响，也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不过，这里我们要考虑的只是没有争议的情况，并局限在能够基本确定的一些地名和诸多人名上。人名倾向于和基本同时代的埃及的“来自Kftἰw的名录”对应，显示出当时的人们使用了埃及语、闪米特语、胡里安语和安纳托利亚语中的各种名称，此外还有上面讨论过的名字Danane。因此，埃及文本和绘画，以及用A类线形文字写成的“弥诺斯”文本，显示出至少在约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470年间，克里特的人口是完全混杂的，其中有相当多的人的名字是埃及或闪米特人名。

B类线形文字

在克诺索斯和希腊大陆发现了写有这种音节文字的泥板，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也有可能是公元前14世纪。尽管很多文本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破译，但是现在可以肯定，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把B类线形文字解读成希腊文是正确的。
(139)



证据显示，至少后期迈锡尼社会所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这可以证实希腊宗教史学家马丁·尼尔松等学者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B类线形文字文本中有很多人名、地名和神灵名字可以为此提供翔实的证据，这些名字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有对应者。另一方面，让一些学者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些具有公认的闪米特语来源的词语，特别是来自ḥ<ḫårûṣ（黄金）的kuruso、chrysos；来自闪米特语ktn和希伯来语kətonet（紧身短上衣）的kito、chitōn或kitōn；还有来自闪米特语lṭ（覆盖物）、亚述语liṭu、希伯来语lōṭ的rita和后期希腊语的lita（亚麻衣服）。

这些词原本一直被认为是由腓尼基贸易者在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引入爱琴海地区的。
(140)

 即使是现在，人们也倾向于降低其重要性，将之与香料名称联系在一起。这些名字大多数已经在A类线形文字中得到了证实（见上文）：kumino即希腊语的kyminon；sasama即希腊语的sēsamon；kuparo和kypairos即乌加里特语的kpr和希伯来语的kōper。这些词语仅仅被归类为“接触借用”，被认为是经由不经意的贸易而获得的。
(141)



不过实际上，这些词语不该被轻易忽视。在欧洲的气候条件下，衣服并非不必要的奢侈品。考古证据也显示出，贵金属黄金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希腊就具有文化意义。因此，希腊语中没有属于范围广泛的印欧语系的表示“黄金”的词语——人们认为词根*ghel是表示黄金的，然而有一个表示这种含义的闪米特语词语，这似乎可以显示出两者之间存在相当可观的接触。
(142)



B类线形文字泥板也显示出，爱琴海地区的宫殿经济依循了东方的模式。
(143)

 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比较了爱琴海和黎凡特的文献版本，他们指出：

这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同时代记录在与迈锡尼的泥板相较时呈现出了最有用也最有意义的类比结果，这在我们的评论中将会被经常引用。尽管存在着一些气候和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两者在王室宫殿的结构和规模以及泥板的书写目的方面都具有相似性，这不仅表现为所列出的商品的内容和数量具有相近的对应性，有时在措辞和布局上也显现出对应性。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就是双方通过迈锡尼贸易者直接了解到了对方的书写方法。
(144)



最后一句话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上的含义颇有意味。认为迈锡尼人可能对建立已久的近东宫殿管理结构造成了显著的影响，这种观念显示出“雅利安主义”的强大力量。而且，尽管在乌加里特可能存在希腊人，在更偏南的地方也很可能存在希腊人，但是在爱琴海地区存在黎凡特人的证据更加有力度。因此，作者在这里之所以坚持认为迈锡尼贸易者起到了中介作用，显然是源自他们所秉承的希腊中心主义。不过，他们提到的惊人的对应性的确是存在的，比如在度量体系上就有明确的对应性，尽管查德威克和文特里斯试图对此轻描淡写：

需要注意，《圣经》中有关液体的比率和体积的称量系统与迈锡尼的有相似之处，有理由认为，前者是由一般的迦南体系延续下来的，在乌加里特的用法中可以看出其迹象，但是其对迈锡尼的直接影响或许令人怀疑
 。主要的干容重单位也或许偶然地
 与巴比伦的imêru或“毛驴负荷”相契合，在这两个地区这一单位都会被分成10份。（黑体由笔者标注。）
(145)



另一方面，闪米特学家和数学家罗伯特·施蒂格利茨指出，A类线形文字文本的内容显示出了主要来自埃及十进位制的影响，而B类线形文字文本的内容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六十进位制有很大的相似性。
(146)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旧宫殿所使用的方法受到了埃及的很大影响，并在克里特的新宫殿中保留了下来，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就形成了迦南的“希克索斯”做法。不过，这样的假说完全是推测。

总的来说，对于迈锡尼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和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不容忽视的相似性，最好的解释就是，除了宫殿和文字以外，迈锡尼统治者还承继了他们在克里特的前任所采用的官僚体系，而这一体系又属于近东常见的机构制度模式。不过这并不能排除后来发生借用的可能性。

B类线形文字泥板中描绘的社会有一方面与乌加里特文本所揭示的社会截然不同，而乌加里特文本的描述很可能与其他黎凡特城市的情况非常相似。那就是，没有迹象显示迈锡尼宫殿中存在商人。这格外令人困惑，因为大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分布广泛的迈锡尼陶器即或并非全部，也有大部分是由迈锡尼人运输的。
(147)

 因此埃米莉·弗穆尔在写到迈锡尼商人时说：“他们是帝国社会中不留姓名、有进取精神的重要群体，直到一些迈锡尼港口设施得到发现和挖掘，人们才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
(148)

 尽管这一说法绝对真实，但是在与黎凡特城市进行比较时就具有误导性。考古学中并不缺少对迈锡尼商人的完整阐释，但是B类线形文字并不能揭示出他们的情况。乌加里特的宫殿提供了有关城中商人的信息，但是迈锡尼的宫殿并没有，这似乎体现出了二者的本质差异。

我们从书面证据中知道，海外贸易在乌加里特是极其重要的，没有理由认为乌加里特在这方面与黎凡特的其他城市有所不同。爱琴海地区的记录并不能告诉我们迈锡尼贸易的情况。我们从前面讨论过的墓葬壁画中得知，克里特人和迈锡尼人带着贵重物品来到埃及。我们也从一份赫梯文献中得知，公元前13世纪中期阿希亚瓦的船只在黎凡特非常常见，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方面的考古证据。
(149)

 同时，我们还会从考古证据中看到，一些重要的商船可能是由希腊人驾驶的。不过与黎凡特的城市相比，贸易在迈锡尼社会并非处于那么核心的位置。爱琴海人也可能没有那么依赖埃及的谷物。但是，两个地区至少可能都在庄稼收成不好时需要援助，来维持大量的人口和经济的专业化发展。
(150)



虽然荷马笔下的达那厄人和亚加亚人完全是生活在大船上的海洋民族，但是在荷马看来，大多数贸易和大多数奢侈品的制造似乎都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
(151)

 我们很难说清，这里诗人是在指他自己所处的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还是在指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战争时期，抑或两者的结合。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腓尼基人在荷马的时代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看不出这为什么不会是青铜时代晚期的情况。
(152)



因此，文献证据似乎清楚地显示出，青铜时代晚期在近东和爱琴海之间航行的既有黎凡特的也有迈锡尼的船只，很可能还有埃及的船只。关于主要而持续的接触的考古证据，会在下一章进行讨论。不过，在文献记录中，在记录下来的闪米特词语以及象牙和其他异国物品的名单中，也展示出了爱琴海地区与近东密切接触的迹象。因此，埃及墓葬绘画和Kftἰw名单中反映出的爱琴海地区早期的国际化，肯定持续到了迈锡尼时代。

B类线形文字中的名称（Onomastica）包括数十个具有可信的闪米特语、胡里安语或埃及语词源的名字，例如Aikupitijo和Aigyptos。这原本来自Ḥt kз ptḥ（卜塔神庙），是孟菲斯的一个埃及语名字。因此，这个人名意味着“孟菲斯人”或“埃及人”。（前面提到了这一词源以及对其双胞胎和敌人达那俄斯的名字Aigyptios的证明。）
(153)

 还有这样的名称，例如来自闪米特语中的Mṣry（埃及人）的Misarajo；Aradajo，或许是来自腓尼基城市Arwad的种族，在希腊语中写成Arados，在推罗语中是Turijajo和Turijo。
(154)

 还有名字Kupirajo，似乎是来自塞浦路斯的一个民族名。
(155)



名称也显示出爱琴海地区存在非洲黑人。名字A3
 tijoqo出现了好几次，查德威克将之与荷马笔下的埃塞俄比人（Aithiope）联系了起来。查德威克和尚特莱纳还把迈锡尼人的名字Sima和Simo与后来的Simos、Simōn、Simmos和Simmias，以及单词simos［翘鼻子的（snubnosed）］联系了起来。公元前6世纪的诗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用simoi指代埃塞俄比人。
(156)

 查德威克和尚特莱纳也接受了相关假说，认为这些名字与一种作为simia（猴子）被借用到拉丁语中的佚失的形式存在联系。
(157)

 所有这些名字似乎都来自埃及语的šmґ
 (w)，意即“上埃及人”或“音乐家”，另外希伯来语人名Sim˂
 ôn很可能也是如此。
(158)

 接受这一词源的后果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并非完全让人感到愉快。首先，这显示出上埃及人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被视为黑人。第二，这也体现出欧洲常见的白人或棕色人种把非洲黑人与猴子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看法。毫无疑问，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并非像公元17世纪种族奴隶制出现以后的北欧人那样沉迷于种族主义，但是也远远没有摈弃种族偏见。
(159)



总体上，B类线形文字泥板提供的证据显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爱琴海地区的社会不如黎凡特的城市那样商业化。不过，其宫殿社会的结构与近东地区非常相似，而且在当时的克里特和伯罗奔尼撒显然有很多埃及人、黑人、黎凡特人和/或他们的后裔。


 结论

来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和爱琴海的文献记录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首先，在公元前三千纪，这些地区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接触。第二，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泥板揭示出，克里特岛宫殿社会完全受到了近东官僚体制的影响，而且从公元前21世纪宫殿出现伊始，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了。克里特和锡拉的证据表明，在之后的很多个世纪里，至少爱琴海南部地区与埃及和黎凡特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不过，文献记录并没有提供有关更偏北的地区的信息。在公元前16世纪早期的第十八王朝开始之时，这一地区与爱琴海地区的某些军事力量似乎建立了某种同盟。而且，在克里特似乎存在埃及人和讲闪米特语的人，在埃及也有克里特人。

公元前15世纪，随着埃及力量的壮大，两个地区的接触更加密切。埃及人无疑相信他们接受了克里特人的贡品，而且埃及人似乎也向爱琴海地区派出了粗暴的远征军。明确的是，至少到公元前1400年时，埃及官员清楚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地理情况，而克里特人和北方人还一直在向埃及进贡。不过我们并不清楚，这一时期埃及和爱琴海地区的直接接触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又有多少接触是通过黎凡特和黎凡特人完成的。在公元前13世纪出现了令人费解的断裂；也就是说，文献显示，不仅在公元前12世纪的海洋民族入侵时期，而且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下繁荣昌盛的公元前13世纪，两地间的接触已经减少了。

埃及和爱琴海地区接触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超出了遵循雅利安模式的学者们的预期范围。因此，本书提出埃及和闪米特对希腊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就并非是不足凭信的。不过，这一事实也使在古代模式下提出的殖民活动失去了必要性。这里我要再次重申，我并不是说希腊文化中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埃及和闪米特元素都是假设中的殖民活动的结果。不过，有关两个地区之间存在密切接触的文献证据——尤其是上层人士之间的接触——增加了存在更早的殖民活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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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250年间埃及和黎凡特与爱琴海地区的接触：考古证据

我们现在要进入更切实的领域。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有大量文献证据证明近东与爱琴海地区在公元前的这些世纪里存在着接触。公元前1500年后，主导近东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是由埃及、巴比伦、米坦尼、亚述和赫梯构成的“超级大国”体系。这些国家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的大量外交信函被保留至今。这为我们界定并理解大量的考古材料提供了很好的框架。

不过直到最近，人们所发现的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在希腊陶器时期年代的范畴中仍然难以对应起来。举例来说，克里特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就很难与阿蒙诺菲斯三世的统治相协调。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克里特岛与爱琴海地区的接触相当少，然而埃及的记录显示出阿蒙诺菲斯三世是极为强大的法老，奉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建立了包括爱琴海地区在内的广泛外交关系。而且，在迈锡尼和希腊其他地方发现的很多物品上都带有用椭圆形外框圈起的阿蒙诺菲斯三世的名字。不过，在肯普、梅里利斯以及贝当古重新界定了陶器时期的年代之后，整个图景就豁然开朗了：肯普和梅里利斯的定年是以埃及的对照性历史年表为基础的，贝当古的定年则是基于放射性碳测年的结果和对锡拉火山爆发时间的重新界定。
(1)



在传说中，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英雄珀罗普斯在希腊定居了下来，他的后裔推翻了自称为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希克索斯”王朝，在以珀罗普斯名字命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起了一个王国。有关这样的殖民可能发生的时间以及在考古学上追溯其历史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会在下面进行讨论。这里要强调的只是，通常认为，珀罗普斯到达的时间要比达那俄斯晚得多。与围绕着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的传说不同的是，除了马车竞赛之外，传说中再没有提到珀罗普斯引入了其他新的技术或制度。
(2)



如果接受了前面章节中提出的编年上的转变，那么在这些世纪里就没有与来自埃及或黎凡特的殖民或侵略有关的记录。不过，也有可能就像上一章讨论过的一些文献所显示的那样，在公元前15世纪发生过埃及或埃及—迦南人对爱琴海地区的粗暴远征，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向埃及送上了被埃及人视为贡品的礼物，并在其后150年内的某些时间承认了法老的统治权。
(3)

 不过，似乎没有多少疑问的是，爱琴海地区和埃及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接触的形式是国家或私人的贸易，肯定包括奢侈品贸易，也很有可能有常备必需品的贸易。这发生在一个正向四面八方扩展的文明世界之中，其影响范围超过了富饶的新月地带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但是最核心的区域处于埃及权力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所有这些都随着移民和部落迁徙而结束了，促成这一结果的或许是公元前13世纪晚期的气候恶化，而公元前12世纪海克拉火山的第三次喷发更是让形势急转直下。
(4)



处于核心地位的区域，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在危机发生后相对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尽管“黑暗时代”这一名称不应被视为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毁灭，但是在伊朗、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这些周边地区，文化的复苏耗时长久，而复苏后的文化形式也已与先前截然不同了。赫梯帝国被弗里吉亚和其他王国取代，而在爱琴海地区，青铜时代的宫殿被城邦（polei）或城市国家代替，所依循的则是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由腓尼基人发展起来的新模式。
(5)

 不过，这一章要关注的不是文明的崩溃和所谓的海洋民族入侵的时期，而是青铜时代晚期处于文明发展巅峰时期的上述这三个地区之间的关系。


 迈锡尼文化后期的希腊

公元前1470年之后的考古证据要比早期迈锡尼时代的多得多，尽管不如文献证据的突然增加那样戏剧化。同样，后代墓葬中的物品尽管不如竖井墓、坟冢和早期穹隆顶墓葬中的随葬品那样引人注目，也还是提供了有关上层阶级的物质文化的大量信息。其他证据还包括几处宫殿和大量聚落、堡垒遗迹，它们遍布希腊大陆和岛屿。此外，克诺索斯的宫殿也提供了考古学和文献证据，因为实际上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讲希腊语的大陆人占据了克里特。

第九章已经提到，迈锡尼的宫殿或许具有一些“北方的”特征，例如带壁炉的大厅，它们通常都是中东和弥诺斯时期的克里特那些更大、更奢华的宫殿的缩减版本。
(6)

 希腊大陆的大多数宫殿都是堡垒化的，这与中东的宫殿一样，却与克里特的宫殿不同。公元前14世纪，或许就是在珀罗普斯入侵之后，这些堡垒的建筑风格追随了安纳托利亚的“巨石建筑”（Cyclopean），为用不规则的大石砌起的巨型结构。
(7)

 同时，延续了很久的克里特和希腊大陆传统的穹隆顶墓葬发展成为大型的装饰精美的“蜂巢式”墓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迈锡尼的被称为“阿特柔斯（Atreus）宝藏”的墓葬。
(8)



人们从泥板上的记录中得知，宫殿里有大量的金属制品，不过保留下来的几乎没有多少。木质和象牙制品以及珠宝的情况也是一样。幸存至今的物品显示出，早期迈锡尼的“希克索斯”主题得到了延续，包括猎捕狮子、斯芬克斯和格里芬。此外，还有比以往更多的弥诺斯的影响，以及更早时期和同时代的近东艺术的痕迹。
(9)

 这些主题也出现在了紧紧追随弥诺斯和早期迈锡尼传统的印章上。
(10)

 还有一些残存的壁画，它们与克里特的绘画相似，甚至有更明确的锡拉原型。
(11)



不过，更大也更有原创性的迈锡尼绘画资料来自陶罐。人们在迈锡尼的宫殿中发现了大量陶器，从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甚至更多；在塞浦路斯、埃及和黎凡特也都发现了这类陶器，虽然埃及和黎凡特的陶器数量要少一些。
(12)

 在这些罐子中很多都绘制有独具迈锡尼风格的图案。虽然它们显然脱胎于更早的克里特风格，也具有一定的近东风格，但是它们自然质朴而又单调沉闷，绝对是“迈锡尼式的”。尽管罐子上绘制的很多图案都是动物和鸟，但是也有不少画的是双轮马车、车夫和全副武装的武士。
(13)

 在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的皮洛斯宫殿内发现的陶器上，也有类似的图案。

迈锡尼的艺术和建筑没有多少可让人惊讶的。一切都符合传说的描述和B类线形文字泥板所展示的图景，其中那些小型王国遵循了克里特宫殿官僚体制的惯例，并且延续了“希克索斯”和当地固有的频繁互战的习惯。我所能发现的最接近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的例子就是公元9世纪到14世纪期间藤原（Fujiwara）和镰仓（Kamakura）时代的日本。在这些时期，根本上源于中国的官僚—平民—皇室体系与日益动荡的武士阶层不太融洽地共存着，后者最终向强盗主义发展，用更优雅的说法讲就是封建主义。


 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470年间爱琴海地区的相对孤立

我在上一章里提到了阿霍特普女王，她是第十七王朝Seḳenenrґ
 e Taґ
 o二世的妻子、第十八王朝的创建者阿摩西斯的母亲，被称为“Ḥзw nbwt地区的女主人”。因此，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一些陪葬珠宝与同时代的弥诺斯工艺具有可信的联系。
(14)



这些珠宝所用的材料来源广泛，也涉及了其他艺术风格，因此似乎可以认为它们属于第八章和第九章讨论过的希克索斯文化区域。在她的墓葬中发现了刻有她儿子阿摩西斯的名字的匕首，匕首具有同样的特征，其金属工艺和装饰都属于非埃及的地中海东部传统。一把阿摩西斯的战斧上刻着“Mnṯw的所爱”，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已经介绍过，这对于亚洲希克索斯人的驱逐者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名号了，战斧上还自相矛盾地刻着一只格里芬和一只斯芬克斯。
(15)

 与阿霍特普女王的珠宝的情况一样，在与希克索斯权力相对的埃及本土的政治复兴与艺术复兴之间似乎存在着延搁。不过，中王国的主题图案和传统形式很快就在传统框架下重新得以确立，尽管我们也会看到，希克索斯的主题图案在第十八王朝从未完全消失，人们也仍然欣赏弥诺斯的艺术。希克索斯艺术标准的流行在本地人的王朝建立之后似乎只持续了为数不多的几年。主要基于这一情况，加上铭文的证据，黑尔克把第十八王朝初期描述为“来自爱琴海的影响最强烈的时期”。
(16)



根据本书所使用的年表，公元前16世纪对应的是克里特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B和希腊的青铜时代晚期二段A。有趣的是，在这些时期的地层中发现的埃及和黎凡特的物品比此前或此后的都少。另一方面，在埃及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属于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B的克里特容器，其中一些处在与希克索斯时期晚期和第十八王朝早期同时代的埃及语境中。同时，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一些主要城市中还发现了属于迈锡尼文化二期A（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520年）的陶器，黑尔克认为这意味着存在来自爱琴海地区的油和油膏的进口，这种看法是有说服力的。
(17)

 这一时期埃及从希腊进口的可能还有金属，对此下面还会讨论。不论如何，这个世纪后半期的贸易似乎变少了。这似乎显示着，在包括希克索斯人的对手在内的希克索斯共有文化解体之后，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爱琴海地区进入了持续数十年的相对孤立的时期。


 约公元前1520年—公元前1420年间埃及的扩张

法老图特摩斯一世的统治时间并不长，约为公元前1528年—公元前1518年。这期间他在埃及以南和以北的广阔地区展开了征战。作为胜利的直接结果，埃及和黎凡特很可能与克里特和其他爱琴海地区开展了外交和贸易往来。尽管没有后来发现的陶器数量多，在塞浦路斯和黎凡特还是发现了一些迈锡尼文化二期B和弥诺斯文化二期（公元前1520年—公元前1470年）的陶器，但是在埃及并没有发现这种陶器。
(18)

 在爱琴海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可能是在这一时期运来的埃及物品。一件可能出自这一时期的埃及物品，是在拉科尼亚的瓦菲奥（Vaphio）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二段的王室穹隆顶墓葬中发现的双耳细颈椭圆形石膏罐。这座墓葬还出土了著名的“瓦菲奥金杯”，上面刻画着人、野牛和家牛。
(19)

 在距离迈锡尼3英里远的普罗希姆纳（Prosymna）的穹隆顶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一段到三段（公元前1675年—公元前1220年）的埃及物品。在这些物品中，大量埃及的珠子、一个彩陶碗的一些碎片和一个石膏花瓶的两个配件都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二段的陶器有关联，因此它们应该是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520年间运到这里的。
(20)



在克诺索斯宫殿以北两英里的伊索帕塔的克里特王室墓葬中，人们发现了与普罗希姆纳的石膏瓶相似的10个花瓶，此外还有一些小件物品。彭德尔伯里认为花瓶的年代是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和二段之间，也就是公元前1520年左右。
(21)

 不过，正如研究埃及与爱琴海关系的专家、考古学家埃里克·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墓葬也可能属于弥诺斯文化后期二段和三段之间，也就是约公元前1470年。
(22)



在后面的这个时间点上，双向的接触留下的痕迹激增。在这个较晚的时期，克诺索斯附近的墓地出有大量高品质的埃及石质容器。
(23)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精美的双耳细颈椭圆形石膏罐，上面刻着带有椭圆形外框的图特摩斯三世的名字。
(24)

 石膏罐是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1的地层中发现的，这里对于这一时期的绝对年代界定是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430年，这就意味着石膏罐是在制成并进口后不久就被埋葬的，而不是像《剑桥古代史》的年表所要求的那样在大约一个世纪后才被埋葬。这是一种所谓的延迟的模式，我们会看到，在爱琴海地区发现的其他很多近东物品的情况都是如此。因此，来自这一得到命名的石质花瓶和其他石质花瓶的证据，就与图特摩斯三世完整的或有效的统治期内发生频繁接触的时期是相契合的，这在时间上是从公元前1470年至公元前1450年。

上一章勾勒了图特摩斯三世和他的继母哈特谢普苏特统治期间的埃及历史，
(25)

 需要记住的是，哈特谢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似乎存在很大差异：在哈特谢普苏特统治期间，埃及在北方的活动似乎很少；而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期间，法老反复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统治者发起攻击，他的舰队或许也曾在爱琴海上航行。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公元前1475年—公元前1375年的这一百年间，埃及似乎控制着爱琴海地区。在克诺索斯及其附近发现了属于弥诺斯文化后期/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的陶器时期的埃及物品，这一时期就涵盖了这一百年。这些埃及物品证实了墓葬壁画的准确性，壁画中详细描绘了为埃及王室送上克里特的金属制品的场景。
(26)

 其他物品也能提供同样的证据，尽管证据的大部分内容难以评估。比如说，在希腊大陆发现了很多刻有加边框的图特摩斯三世名字的圣甲虫。不过，这些圣甲虫即或并非全部，也有大部分是公元前664年—公元前525年间的塞易斯王朝时期的复制品。
(27)

 在迈锡尼和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处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地层的埃及物品。同样，在黎凡特的不少地方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迈锡尼陶器。

所发现的物品越来越多，对此我们必须在更广的语境下进行思考。首先，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的陶器发现于很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具体而言是从意大利和马耳他（Malta）一直延伸到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埃及。
(28)

 不过可惜的是，这一陶器时期不仅涵盖了图特摩斯三世统治的后半期，也包括了他的继任者阿蒙诺菲斯二世（公元前1450年—公元前1427年）和图特摩斯四世（公元前1427年—公元前1419年）的统治期，更重要的则是阿蒙诺菲斯三世（公元前1419年—公元前1381年）和阿蒙诺菲斯四世（更多时候被称为阿克那顿）统治的上半期（公元前1381年—公元前1364年）也被囊括在内。由于该陶器大多数可能来自最后两人的统治时期，并且属于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2这一分期，我们在对此进行讨论之前应该先考察一下约公元前1420年后的国际形势。


 珀罗普斯和亚加亚人：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证据

图特摩斯三世死后，埃及的力量呈现出某种衰退。与此同时，重新兴起的并不是埃及在北方的宿敌米坦尼，而是处于国王都德哈里亚斯（Tudhaliyas）二世领导下的赫梯帝国。这位国王的祖先或许是胡里安人，他把胡里安文明的很多因素引入赫梯文化之中。公元前15世纪40年代和30年代，都德哈里亚斯二世集结了赫梯的力量对抗埃及和米坦尼，不仅控制了奇里乞亚，而且控制了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看，更有趣的是赫梯向西方的扩张。
(29)



上一章的讨论略过了与埃及、黎凡特和爱琴海地区的交往并不直接相关的一类青铜时代的文献，这些就是赫梯的文献。在赫梯人的记录中，都德哈里亚斯二世在公元前15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候战胜了阿匝瓦的城邦联盟，阿匝瓦是赫梯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宿敌。不过，这一联盟被归到了阿苏瓦名下。
(30)

 第五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个名字的来源和由此而来的“亚洲”之名，也考察了有关埃及名字ἰзsy和ἰsy的复杂情况。
(31)

 在向图特摩斯三世进贡的人中也有来自ἰsy的使者。沃尔夫冈·黑尔克坚持认为这个名字不可能是指阿苏瓦，但是赫梯研究专家格尼（Gurney）对此不那么确定，因为当时的城邦联盟或许也有可能在赫梯人的威胁下向法老进贡。
(32)



既然Assuwa（阿苏瓦）这个名字与表示亚洲的Asia一词有联系，那么有关珀罗普斯来自亚洲的希腊传说就更是耐人寻味了。
(33)

 品达把珀罗普斯之父坦塔罗斯（Tantalos）和吕底亚联系在了一起，其他人认为坦塔罗斯来自弗里吉亚，而珀罗普斯则被认为是来自帕弗拉格尼亚（Paphlagonia）。
(34)

 珀罗普斯确切的来源地难以推断，不过从大范围来看显然是安纳托利亚西北。

在传说中，珀罗普斯是阿特柔斯之父，而阿特柔斯又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之父。这些英雄国王被认为是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特洛依战争时在位的统治者。因此，如果完全接受了这些传说，并且以30年为一代进行估算的话，那么珀罗普斯就出生在公元前1330年左右，这与珀罗普斯人出现在公元前1400年之前的情况就对不上了。另外，珀罗普斯及其后裔从他在伊利斯的大本营出发，相继统治了迈锡尼、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城市，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60多年。因此，对传说故事涉及的时间似乎需要进行一些压缩。斯塔宾斯进一步提出，珀罗普斯应被视为属于竖井墓时期，他认为那是公元前16世纪，按照本书的年表则是公元前17世纪早期。
(35)

 不论如何，这种观点都有些过分了，哪怕只是因为传说中与英雄珀尔修斯（Perseus）有关联的达那厄王朝在被珀罗普斯人取代之前统治了迈锡尼很长时间。

如果不考虑珀罗普斯的情况，只是把珀罗普斯所代表的联合阿希亚瓦或亚加亚人的一次或多次入侵的开端定在公元前15世纪末，在我看来就是合理的了。在20世纪早期，亚加亚人被认为是“身材高大、浅色头发、灰色眼睛”的希腊“优秀种族”。
(36)

 在荷马笔下他们则没有那么独特。不过，荷马描写的亚加亚人显然是与珀罗普斯国王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以及由他们统领的特洛伊远征联系在一起的。
(37)

 品达明确地表示珀罗普斯是他们的祖先，而荷马对此只是含蓄地提及。
(38)

 即使如此，我们也难以把他们与《伊利亚特》中的达那厄人截然区分开来。在后来的时代里，亚加亚这个名字开始与特定的地点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塞萨利的亚加亚·弗西奥蒂斯（Phthiotis），它是阿喀琉斯的家乡和伯罗奔尼撒北部的亚加亚。此外还有其他规模较小的迁徙，通常被描写为发生在后来多利安人征服伯罗奔尼撒时的难民迁徙。
(39)

 在更早的可信的传说中，也谈到了在克里特曾经生活着亚加亚人。
(40)



由于亚加亚人与珀罗普斯人的关联以及珀罗普斯来自亚洲的传说，加上赫西俄德相信，作为克苏托斯（Xouthos）的儿子，亚加亚人与古典时代居住在安纳托利亚西海岸中部的爱奥尼亚人有密切联系，因此19世纪的学者认为亚加亚人与珀罗普斯一样来自安纳托利亚。
(41)

 这一假说在1924年得到了强化，因为德国语言学家埃米尔·弗利尔（Emil Forrer）发现，赫梯文本中提到了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以西的民族Aḫḫiyawa（阿希亚瓦），他立刻将之与Achaioi（亚加亚人）等同起来。
(42)

 人们发现有关珀罗普斯的传说与赫梯文本的记载极其相似，这又加大了这种等同的可信性，对此下面还会讨论。

不过，“稳妥的”、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们要求提供能佐证弗利尔的观点的切实的“证据”。造成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可能只是，他们不喜欢在荷马的“欧洲”英雄与使用楔形文字的近东之间建立联系，尽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少冒犯，因为赫梯人讲的是一种接近印欧语的语言。这个话题引起了强烈争议，时至今日仍然不时遭到激烈反对。不过，我们已经破译了B类线形文字，也已经确定了迈锡尼人毋庸置疑是讲希腊语的，而且B类线形文字泥板可以证实Achaian（亚加亚人）这个词能追溯到青铜时代，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阿希亚瓦等同于亚加亚人。
(43)



确定了这种联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构珀罗普斯和亚加亚人的历史了。名称Aḫḫiyawa或Aḫḫiya（阿希亚）最早出现在描述都德哈里亚斯二世统治的赫梯文本中，前面提到过都德哈里亚斯二世在同一地区战胜了阿苏瓦组织的联盟。
(44)

 尽管我们无法肯定，但是两者之间似乎很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赫梯人之前的对手中的幸存者就构成了此时的阿希亚瓦民族。这一文本提到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两大劫掠者的活动，一是从赫梯帝国内部兴起的马杜瓦塔斯（Madduwatas），一是属于阿希亚瓦民族，确切地说是属于阿希亚民族的阿塔拉西亚斯（Attarassiyas）。

文本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阿塔拉西亚斯把马杜瓦塔斯从他的国家赶了出去，但是都德哈里亚斯阻止了他的进一步追赶，并把齐帕斯拉山（Mt. Zippasla）的土地分给了马杜瓦塔斯。但是在其他赫梯文献中从没有出现过这座山的名称。
(45)

 把这一文本记录同有关珀罗普斯的希腊传说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在希腊传说里，珀罗普斯作为帕弗拉格尼亚的统治者，被弗里吉亚的伊洛斯（Ilos）驱逐，退隐于吕底亚的西皮洛斯山（Mt.Sipylos）。
(46)

 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传说既能记录现实又会含混不清。希腊传说似乎并没有保留关于庞大而持久的赫梯帝国的记忆。自从公元前12世纪被海洋民族击败后，赫梯就再也未能复苏。不过，与阿希亚（瓦）/亚加亚民族有关的在齐帕斯拉山/西皮洛斯山避难的故事，肯定反映了现实中人们的幸免于难，尽管与经常出现的类似情况一样，故事里的角色与现实中的状况发生了逆转：根据更早的资料，避难的是阿希亚（瓦）的对手，而在传说中，避难的是亚加亚人的祖先珀罗普斯。

希腊神话与另一份赫梯文本的对应更加不容忽视，那就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一位赫梯国王所写的信件。这与名叫塔瓦加拉瓦斯（Tawagalawas）的阿希亚瓦国王的兄弟有关，他居住在米拉万达（Millawanda）城，通常认为这就是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米利都。塔瓦加拉瓦斯似乎考虑过做赫梯国王的封臣，不过最终没有这样做。在赫梯国王写给阿希亚瓦国王的这封信中有一句有趣的话：“这名战车驾驭者曾与我和你的兄弟塔瓦加拉瓦斯一起登上马车。”
(47)



与敌人共乘马车的说法也出现在珀罗普斯的传说中。关于珀罗普斯的复杂故事讲到了他的联盟，以及他与他的马车驾驭者密尔提罗斯（Myrtilos）之间的争吵和谋杀。
(48)

 就如沃尔夫冈·黑尔克所指出的，驾车者都改变了所属的联盟，这更反映在Myrtilos和赫梯王室名字Mursilis（穆尔西里）的相似性上。
(49)

 赫梯研究专家汉斯·古特伯克（Hans Güterbock）就阿希亚瓦文本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他相信，提到了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或许是由哈图西里三世写的，这位国王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286年—公元前1265年。这种说法的证据并不明确。在考虑学者为何急于接受较晚的年代判定结果时，我们必须想到，人们对于把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定在更晚近的年代具有普遍性的热情。因此，当时的国王也很可能是穆尔西里二世（约公元前1346年—公元前1320年），他是哈图西里三世的父亲和间接前任者，征服了安纳托利亚西部，其影响导致了特洛伊VI的终结。
(50)

 不论是否如此，我们如今所知道的史实，或至少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宣传材料，无疑都在希腊神话中留下了含混不清的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就掌握了两种关于公元前1450年到公元前1200年的阿希亚瓦/亚加亚人的情况的书面证据，一类是赫梯文献，一类是希腊传说，而我们又可以将之与考古证据联系到一起。前面提到过，在公元前1430年左右的某个时间，赫梯国王都德哈里亚斯二世战胜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城邦联盟，该联盟的统一名称是阿苏瓦。在这之后很快就出现了阿希亚瓦这个名字，并且珀罗普斯与亚洲之间存在联系，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阿苏瓦联盟的成员构成了阿希亚瓦或融入了阿希亚瓦人。
(51)

 作为有效的假说，似乎最好先把阿希亚瓦人视为处在赫梯王权控制之外的爱琴海地区和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居民。不过，这个词似乎很快就开始指代这些人中讲希腊语的人。希腊传说明确体现出珀罗普斯人在希腊渐渐扩张的过程，但是他们从未占据整个地区。因此，尽管阿希亚瓦对于赫梯人来说意味着“希腊人”，但是在希腊语中“亚加亚人”仅仅指在赫梯军队控制了希腊南部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希腊化的居民。这种混乱意味着，在赫梯文本提到阿希亚瓦国王时，他们所指的可能只是迈锡尼的阿尔戈斯国王，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他究竟是达那厄的还是亚加亚的珀罗普斯人。


 “皇冠王子”珀罗普斯？

与赫梯文本对应的希腊传说显示出，珀罗普斯这个名字被用来指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历史人物。考虑到埃及对爱琴海地区和安纳托利亚西北的长期影响，我想试着提出，Pelops（珀罗普斯）这个名字的词源来自Pз rpґ
 (t)（世袭的贵族或继承者），它在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的含义是“皇冠王子”。
(52)

 这样的称号当然符合坦塔罗斯后代的“皇族”身份。称号也非常符合关于坦塔罗斯的传说，他将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杀死烹煮后拿来招待神灵，而后宙斯把珀罗普斯的尸体拼接到一起使之复活。
(53)



身为王者的父亲用自己的长子和继承人献祭，为神灵奉上自己最珍贵的所属物，这一主题在第一卷中已经讨论过。
(54)

 我认为，与Pelops来自Pз rpґ
 (t)的情况相对应的是另一场牺牲继承人的献祭或几乎完成的献祭，那就是Isaac（以撒），Yiṣḥåq或Yiśḥåq，来自阿卡德语的iššaku——苏美尔语的ensi——王子，而不是来自民间的含义为“他笑了”的词源。尽管对q和k在语音上做出区分存在困难，但是这一对应成立的语义学基础被一项事实所巩固，那就是以撒的母亲被称为撒拉（Sarah），其含义为“皇后”。马丁·尼尔松在讨论赫拉和赫拉克勒斯的名字时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民间传说（与神话不同）通常不会为故事中的各个英雄单独起名字，而只会用英雄所属的阶层或社会地位来对其进行指称，例如‘国王’‘公主’等等。”
(55)

 在第四卷中我会试图说明，这种区别通常并非出现在贵族的神话和农民的传说之间，而是出现在使用了自身语言中的阶级或社会地位名称的传说与继续沿用了古老语言中的名称的传说之间；但是故事的讲述者或神话的收集者对此并不了解。珀罗普斯和以撒的名字都符合后一种情况。


 亚加亚人和达那厄人

不论这些词源是否正确，我们都不应该过于从字面含义上看待希腊的宗谱。而且，亚加亚人很可能不仅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也生活在整个爱琴海地区，时间上是从公元前15世纪末期，而不是如同希腊传说所表述的那样仅仅是在公元前13世纪。荷马刻画了以迈锡尼为基础的强大的亚加亚国王及其家族控制，公元前13世纪中期都德哈里亚斯四世（约公元前1265年—公元前1240年）和叙利亚的阿穆鲁（Amurru）的国王签订的协约为此提供了历史证据。在协约中，赫梯国王列出了与他实力相当的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统治者，并且在写出阿希亚瓦国王的头衔后又将之划掉了。这种删除显然不是出于羞辱的目的，因为赫梯帝国长期的敌人亚述也包含在名单内。一些学者认为，之所以删除这个头衔，或许是由于在希腊发生的破坏削弱或击垮了亚加亚国王的力量。
(56)

 这可能是指似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底比斯和阿尔戈斯之间的第一次战争。这似乎不可能与底比斯的最终毁灭联系在一起，前面提到过，那肯定发生在公元前1235年之后。这更不可能是指发生在更晚时候的特洛伊战争。我们会在下一章看到，在底比斯和亚述之间可能存在有趣的联系。删除阿希亚瓦名字的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尽管阿希亚瓦很重要，但实力还是不够强大，或者力量太过分散，不足以成为“世界大国”。这样的话，亚加亚王国当时似乎就处于头等国家的末位、二等国家的首位。

赫梯的记录中没有提到达那厄人，尽管上一章已经指出，埃及人至少在公元前12世纪还谈到了Tanaya，那时他们被划归到海洋民族之中。
(57)

 在麦伦普塔赫统治的第5年，也就是约公元前1231年，埃及遭到了入侵，入侵者中包括通常被等同于阿希亚瓦和亚加亚人的ἰḳwš。
(58)

 在涉及荷马故事的年表时出现了问题，因为ἰḳwš的这次袭击似乎早了20年。值得注意的是，荷马描述了亚加亚人在特洛伊战争后不久对埃及发起的一轮残忍而血腥的袭击，根据本书的纪年，战争是在约公元前1210年结束的。而且，正如麦伦普塔赫声称粉碎了入侵者的进攻一样，奥德修斯也表示说，他的同伴被埃及人击退，并且“被活着带到他们的城市做工”。
(59)

 埃及人役使外国囚徒参与建筑工程的做法已经得到了证实，而荷马的叙述就非常符合这种情况。奥德修斯自己则得到了非常不同的待遇：

［我］冲向国王战车的马匹，紧紧抱住他的膝盖并亲吻它们；国王心生怜悯，免我一死，让我坐上他的马车，带着一路呜咽的我返回家园。许多人冲上前来，手握灰色木杆的枪矛，怒不可遏，急切地意欲置我于死地，但国王阻止了他们。……我在那里留居了7年，在埃及人中积聚了许多财富。
(60)



洛里默在她百科全书式的《荷马和纪念碑》（Homer and the Monuments
 ）中指出，奥德修斯的经历与多年前的一位Ynn Trš相似，Ynn Trš属于Turša/Tyrsanoi——或许是伊特鲁里亚的蛮族。他曾经多次攻打埃及，但是最后成为法老塞提一世（公元前1309年—公元前1291年）麾下的一名高官。
(61)

 奥德修斯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说了谎，这就更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这意味着至少荷马认为这是当时可信的普遍经历。

尽管存在麦伦普塔赫对ἰḳwš（亚加亚人）的役使，但我们还是在上一章中看到，在发生于约公元前1174年的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第8年的侵略中，重新出现了Dnn（达那厄人）。
(62)

 因此，就如同荷马提到的达那厄人和亚加亚人似乎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互换性一样，到了公元前13世纪末期，埃及人似乎也很不确定这些名字的确切含义，尽管重要的事实是，Tanaya经常被视为一个有组织的王国，而ἰḳwš只被视为侵略者。不过，到了公元前13世纪，亚加亚人似乎统治了阿尔戈斯地区并在整个希腊的范围内获得了重要地位。


 亚加亚人的考古学踪迹

从公元前15世纪中期（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开始，克里特人在安纳托利亚西南，特别是在米利都和罗得岛，也包括在科斯岛和附近的半岛以及其他岛屿的聚落，都开始被迈锡尼的聚落取代，这一过程有时还伴随着破坏和毁灭。
(63)

 这些新的聚落与克里特保持了接触，但是在这一时期也与希腊大陆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考虑到关于塔瓦加拉瓦斯的赫梯文本中明确提到了米拉万达（也就是米利都），那么就几乎无须怀疑，在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370年间，这一地区的居民包含部分或全部阿希亚瓦人。

在希腊或克里特难以找到亚洲的亚加亚人留下的考古学踪迹。克诺索斯的宫殿部分被毁有可能是由于在公元前1425年左右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1末期发生了亚加亚人的征服。根据赫西俄德和荷马的说法，克里特的部分人口据信是亚加亚人，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到岛上存在达那厄人。不过，Pelasgian（佩拉斯吉人）有可能就是指代他们的，根据赫西俄德的说法，佩拉斯吉人是“古希腊的”，根据荷马的说法则是“漂亮的”。
(64)

 这样一来，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首先，达那厄人可能是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开始之时控制了这个岛屿，在亚加亚人到来之前只统治了数十年。这当然符合埃及墓葬壁画提供的证据。

随着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1的终结，达那厄人或许征服了克诺索斯，而亚加亚人则在此后悄然进入了此地。由于亚加亚人的扩张发生在公元前15世纪，这就要求我们把毁灭发生的时间提前到公元前1450年之前，而这是有难度的。不过另一种可能性是，埃及人无法在两者间做出区分，故而把亚加亚人称为Tanaya。这似乎意味着没有发生过达那厄人对克里特的征服，而只发生过一次希腊人的侵略，也就是亚加亚人的侵略。我们所能确定的就是，讲希腊语的人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时期统治了克诺索斯，时间是公元前1475年到公元前1375年间。考虑到他们后来所获得的重要地位，那么亚加亚人就有可能在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这座岛屿，直到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为止。

传说清楚地表明，珀罗普斯在希腊大陆最早控制的地区是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北的伊利斯，后来才统治了迈锡尼和伯罗奔尼撒西部。很可能源自安纳托利亚的巨石建筑，似乎就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期间开始出现在希腊的。不过，这种建筑技术显然传播到了珀罗普斯控制范围之外的遥远地区，因此不能标示他们的存在。
(65)



弗兰克·斯塔宾斯主张，底比斯的宫殿或宫殿群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1末期遭到的毁坏是由迈锡尼的新主人造成的。
(66)

 根据这里采用的年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1结束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不过斯塔宾斯认为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进行这一评估时，他至少在部分上依循了传说的记述。根据荷马史诗提到的和在雅典悲剧中广为流传的传说，“七英雄征讨底比斯”（Seven against Thebes）之战就发生在底比斯城最终毁灭的前一个世代，它涉及了阿尔戈斯国王阿德剌斯托斯，此人与安纳托利亚有很多联系，并且可能是第一个统治阿尔戈斯的珀罗普斯人。不过，阿德剌斯托斯和7位英雄具有太多的神话特点，因此让人难以相信他们的史实性或以他们为基础进行的历史构建。
(67)

 不过，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怀疑这几点：公元前13世纪底比斯曾两次遭到围城，传说涉及的一些英雄是历史人物，第二次围城的终结就是城市的毁灭。

回到这一部分总的主题上，似乎没有考古证据能显示出珀罗普斯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达那厄人和亚加亚人的物质文化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同样，语言学家也没有发现亚加亚方言。不过，第三卷会尝试着指出，亚加亚人使用的就是后来被称为爱奥尼亚语的语言。有趣的是，在古代，人们相信亚加亚人和爱奥尼亚人之间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68)




 迈锡尼人和赫梯人

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和三段B的陶器时期（约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230年），没有爱琴海地区和赫梯控制的区域进行贸易的证据留存下来。这令人惊异，同时也反映出公元前15世纪中期亚加亚人在希腊是具有影响力的。我们下面会讨论到，在从撒丁岛到叙利亚和努比亚的广阔范围内，都发现了属于这两个时期的迈锡尼陶器。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在对赫梯帝国普遍怀有敌意的国家，人们发现了大量的迈锡尼陶器，前面对此有过讨论。不过，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唯一出有这种陶器的遗址是东北的马萨特（Masat），并且埃里克·克莱因认为这一地区当时也在赫梯的控制范围之外。
(69)

 实际上，迈锡尼与位于现今格鲁吉亚的特里阿莱蒂文化之间存在着关联，把上述情况与这种关联放到一起似乎是有道理的。
(70)

 不论如何，公认的一点是无法反驳的：在博阿兹柯伊（Boğazköy）的赫梯古都，就连迈锡尼陶器的一片碎片都没有发现。同样，在迈锡尼只发现了一件属于这一时期的安纳托利亚的物品，那是一个用滑石制成的半球体的半玺印或印章，雕刻着卢维语象形文字。它无疑是安纳托利亚的，而使用卢维文字的区域大部分都处于赫梯的控制下。即使如此，克莱因认为它并非来自赫梯腹地的观点，仍是十分正确的。
(71)



运到远方的迈锡尼罐子以及文献资料清晰地显示，赫梯人是积极的贸易者。
(72)

 因此，与商品交换相关的考古证据的缺乏似乎就格外值得注意，尽管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阿希亚瓦国王在公元前1280年左右给哈图西里三世送去了一份礼物。
(73)

 对于这种缺失，人们给出了很多解释。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迈锡尼人和赫梯人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即或不愿认为标示着频繁密切接触的阿希亚瓦文本提到了希腊人，二者在广义上的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具体而言的米利都也无疑进行着接触。比如说，在当地制造的一块迈锡尼陶器碎片上画着一顶赫梯人的帽子。
(74)

 同样难以置信的是，来自这两个社会的人没有在塞浦路斯进行过接触。塞浦路斯在当时经常处于赫梯的宗主统治之下，但是那里存在着大量伯罗奔尼撒制造的迈锡尼陶器。

更有道理的解释是，迈锡尼人和赫梯人之间存在贸易往来，然而涉及的商品都是易损的，例如纺织品和无须陶罐盛放的金属。
(75)

 更有可能的是，双方都没有与对方进行大规模贸易的需求。尽管安纳托利亚高原无法种植爱琴海地区的地中海农产品，例如橄榄和葡萄，但是赫梯可以更便捷地从塞浦路斯和叙利亚获得这些产品，这些地方距离赫梯更近，而且在政治上也更易于控制。同样，两个地区都没有大量的黄金或锡，但是都盛产铜、银和铅。赫梯人使用了铁器，但是迈锡尼人仍然处在青铜时代，尽管他们也用铁制造饰品和护身符。
(76)



不过，这种经济独立可能得到了政治意愿的强化。前面提到过赫梯人和阿匝瓦、阿希亚瓦之间的激烈竞争，因此，在那里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出现政治封锁或抵制。赫梯国王写给乌加里特官员的信件让我们了解到，商业活动是政治势力关注的重点，而政治势力也会力图严格管控商业活动。
(77)



更有趣的是都德哈里亚斯四世（约公元前1265年—公元前1240年）和叙利亚北部的阿穆鲁的国王签订的协约。协约意在对抗亚述，但其中一行是：“不要让阿希亚瓦的船只去往他那里。”
(78)

 几乎可以肯定，这主要针对的是亚述的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公元前1244年—公元前1208年），他是巴比伦的征服者，而且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北边曾处于赫梯庇护下的科马基尼（Commagene）。不过，这也是要封锁阿希亚瓦的船只，并阻止他们的货物从陆路运输。
(79)

 封锁无疑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例如，在亚述的首都阿舒尔发现了大约30公斤的铅，上面刻着图库尔蒂—尼努尔塔的名字，这些铅就来自阿提卡的劳利昂
(80)

 。因此，在遭到封锁之前，甚至在遭到封锁期间，金属的运输量肯定相当大。在亚述国王和希腊的底比斯之间可能存在外交关系，包括互送珍贵礼物，对此下面还会讨论。

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奇里乞亚经常处于赫梯的控制之下，那里相对缺少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和B的迈锡尼陶器，马克泰尔德·梅林克和弗兰克·斯塔宾斯试图将之与赫梯对阿希亚瓦的封锁联系起来。
(81)

 最近，谢拉特（Sherratt）和克鲁维尔提出了更加严密的观点，他们指出，在卡赞利（Kazanli）和塔尔苏斯没有发现多少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陶器，那时赫梯人控制了这一地区；但是，在后赫梯时代的地层中就发现了相当多的迈锡尼陶器。
(82)

 不过，这未必意味着存在贸易，也有可能是在海洋民族的迁徙过程中在奇里乞亚出现了来自希腊的劫掠者和定居者。
(83)

 谢拉特和克鲁维尔的结论似乎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们认为，“在安纳托利亚，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B的陶器的数量与受到赫梯控制的程度之间似乎是成反比的关系。”
(84)



埃里克·克莱因由此继续指出了另外的一个重点，那是斯塔宾斯在1951年已经提出过的：

而且，在叙利亚北部，在沿海和内陆腹地的中间区域，可以发现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的迈锡尼陶器，但是几乎没有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陶器。涉及的地点至少有六处：汗·歇坤（Khan Sheikhoun）、哈玛（Hama）、卡特纳、埃卜拉、卡尔凯美什（Carcemish）和卡迭什。所有这些地方都出有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的陶器，但是只在卡迭什和卡尔凯美什发现了一两件可被辨识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陶器的碎片。在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这种差异只有在这一地区才如此鲜明。这也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唯一受到赫梯直接控制的重要区域。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370年左右。
(85)



克莱因似乎认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和B之间的断裂发生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不过，我采用的是调整后的年表，因此认为这一断裂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365年。这一时间是一条双重的分界线，既反映了陶器风格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一地区政治力量的变化。


 乌加里特和塞浦路斯

处于内陆的叙利亚北部受到赫梯的直接控制，而乌加里特则处于赫梯的宗主统治之下。从图特摩斯三世进行征服的公元前1470年左右开始，到阿克那顿之后埃及势力受到削弱的公元前1360年左右，这座城市一直处在埃及的影响范围内。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乌加里特的宫殿被毁，人们为富有而强大的国王们修建了华丽的新宫殿，不过他们承认了赫梯的宗主权。

在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之后，埃及在文化上的影响似乎的确维持了一段时间，并在公元前1284年赫梯和埃及签订和平协约之后得到复苏；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大势力无疑互相怀有敌意。
(86)



上一章已经提到，在乌加里特文本的丰富语料中，缺少希腊语的名字。不过，在乌加里特发现了大量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的陶器，其数量之多，以至早期的挖掘者甚至因此推测这里曾经是希腊的殖民地。现在这种推测整体上被否定了，因为出有这些陶器的墓葬属于公元前三千纪的黎凡特传统。
(87)



阿尼塔·亚奈提出，缺少希腊名字的原因或许是赫梯的封锁。
(88)

 对于公元前1365年之后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来说，这或许是真实的情况。都德哈里亚斯四世和阿穆鲁之间的协约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一协约意味着，公元前1284年后赫梯和埃及尽释前嫌，但是为了对抗亚述并未取消对阿希亚瓦船运的制裁。不过，这无法解释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370年间乌加里特处于埃及影响之下时的情况。上一章提到的一种可能性是，那时城中有希腊人，但是这一时期并没有留下直接的记录。
(89)



不管叙利亚当地的情况如何，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开始之时，地中海东部地区似乎建立起了一种普遍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约公元前1220年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结束之时。在塞浦路斯发现的迈锡尼陶器的数量令人瞠目，特别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开始（约公元前1420年）之后的陶器。塞浦路斯考古学家卡特林（H. W. Catling）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考虑整座岛屿的情况，那么出自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和B的迈锡尼陶器的数量就是巨大的。……尽管埃及各遗址也发现了大量陶器，叙利亚—巴勒斯坦沿岸地区也出有同样的考古材料，但我怀疑来自这些地方的陶器的数量总和是否能超过在塞浦路斯发现的陶器数量。
(90)



阿斯特罗姆甚至给出了在塞浦路斯发现的希腊陶罐的具体数字：3445件。
(91)

 这个数字太大了，以至学者们认为其中很多陶罐可能就是在塞浦路斯当地制造的，这也很有道理。不过，光谱分析和中子活化分析显示出一致的结果，那就是绝大部分陶罐是在伯罗奔尼撒制造的。（对来自以色列的一份样本的分析结果也是如此。）
(92)

 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埃及和黎凡特其他地方发现的迈锡尼陶罐是在希腊制造的。


 迈锡尼的扩张和图特摩斯三世的征服

尽管在近东发现了大量迈锡尼的陶罐，但是正如考古学家及古代地中海关系研究专家弗朗威·汉基和阿尼塔·亚奈所指出的，这些陶罐通常都是与大量塞浦路斯的器皿共存的，而塞浦路斯的陶罐则总是单独出现的。因此，从公元前1470年左右开始，塞浦路斯和希腊两者与黎凡特和埃及之间的贸易肯定都出现了大量增长。
(93)

 汉基假定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始于约公元前1400年，由此认为塞浦路斯的陶器最早出现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
(94)

 不过，既然迈锡尼的陶器时期似乎始于约公元前1470年，那么这两者似乎应该是同时到来的。

尽管在塞浦路斯和乌加里特发现的体形较大、质地粗糙的弥诺斯马镫罐可能只是用作容器，但是大多数迈锡尼罐子都是又小又精美，或许本身就有使用之外的存在价值。我们该怎么解释它们的出现和可能的功用呢？常规看法是，这可以通过迈锡尼的经营活动来加以解释。正如卡特林在《剑桥古代史》中所言：

不论史实如何，都会在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遭到的劫掠中反映出来。那场灾难似乎为迈锡尼进入地中海东部的贸易扩张扫清了道路，其中塞浦路斯成为关注焦点。公元前15世纪的涓涓细流到了公元前14世纪就变成了汹涌狂潮。……迈锡尼的希腊仍然需要大量的埃及和黎凡特的商品，两个地区之间建立起了常规性的贸易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爱琴海地区的商人了解了塞浦路斯东部和南部港口的价值，这些港口不仅提供了市场，而且为他们向更远的地方贩卖商品提供了业务活动的基地。这些商人的活动踪迹从叙利亚北部的阿米克（˂
 Amūq）平原一直延伸到埃及的尼罗河第二瀑布。
(95)



卡特林认为这些罐子标示着以塞浦路斯为重要中心的市场区，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建构的其他观点就不足凭信了。首先，罐子不一定要通过他们的制造者才能运输，特别是在我们所讨论的情况中，那些容器既不粗糙也非具有多种家庭用途，而是制作精美且仅限于少数几种容器类型。因此，迈锡尼陶器在地中海东部和中部的传播本身不一定标志着迈锡尼人的存在或殖民活动，正如中国的陶瓷在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遍及世界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扩展军事或政治力量，而是展现出由中国商品扮演主要角色的贸易体系。

卡特林的方案的第二大问题就在于年代的界定，这也是其他所有学者在此遇到的问题。他们的想法所基于的观念就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始于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最后的”宫殿约在公元前1380年被毁。前面讨论过，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始于约公元前1470年，而克诺索斯的宫殿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
(96)

 因此，尽管迈锡尼人在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370年占据了克里特，但这不太可能成为贸易网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左右显著扩张的原因。更为合理的理由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征服，他在黎凡特建立了埃及帝国，让外围的国家接受了埃及的宗主权，其中包括Tanaya、Asy（塞浦路斯）和乌加里特。来自公元前14世纪阿马尔奈时期的文本提到了其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阿匝瓦之间的类似关系。
(97)



于是，尽管迈锡尼陶器的分布显然超出了埃及在地中海中部的影响范围，但是出现迈锡尼陶器的地中海东部仍然在其影响范围之内。在黎凡特和努比亚发现了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A的陶器，但是在安纳托利亚的赫梯高原并没有发现同类的陶器。法国学者让—克劳德·库尔图瓦（Jean-Claude Courtois）提出，这发生在和平的迈锡尼。
(98)

 由于完全缺乏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这种说法只能证明雅利安主义者的想象力。不过，这样可观的贸易网若想要繁荣发展，肯定是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地区基础的。就这一点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备选者就是图特摩斯三世打造的和平的埃及，在他的继任者的维护下，和平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对此我们有充足的文献证据。


 青铜时代晚期的地中海商人？

巴斯的挑战

我现在想考察的问题是，谁是这些陶器和其他货物的运输者呢？我在前面已经清楚地表明，常规的看法是，既然迈锡尼的罐子是运输来的，那么运输者肯定是迈锡尼人。不过，我们可以提出同样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运输者是当时的黎凡特贸易者和埃及人。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埃及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拥有强大的舰队。
(99)

 这一时期的埃及墓葬壁画确定无疑地描绘了这一场景：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把看起来属于爱琴海和黎凡特地区的货物带到了埃及。
(100)



基于迦南陶罐的分布，弗吉尼娅·格雷斯（Virginia Grace）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西闪米特人此时主导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10年之后的1966年，杰克·沙逊（Jack Sasson）更有力地重申了这种观点。沙逊指出，这些未经装饰的罐子显然是用来盛放其他物品的，它们在整个爱琴海地区发现量的增多，为乌加里特文本中提到的黎凡特贸易的存在提供了考古学支持，也解释了在乌加里特文本中为什么没有提到希腊人的存在。
(101)

 这一论述显然是十分合理的。不过，作为犹太闪米特学家和塞勒斯·戈登的学生，沙逊被认为是在盲目偏袒，因此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支持这种说法的新证据出现了，这次的证据具有无可指摘的犹太来源。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乔治·巴斯现在是顶尖的美国海事考古学家，按照他的说法，当年他还是“漫无目标的”天真的毕业生。
(102)

 巴斯与同事在土耳其南部的格里多亚角之外对一艘青铜时代晚期的沉船进行了发掘，之后他在1967年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观点，认为这艘船上的船员是黎凡特人。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在沉船上发现的大多数陶器、砝码、柱形印章和其他个人物品都源自黎凡特。
(103)

 格里多亚沉船很小，只有8到10米长，似乎属于沿海地区的青铜工匠，年代是约公元前1220年，就处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将要结束的时候。不过，巴斯又加上了在他看来日益增多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的是青铜时代晚期腓尼基人的重要作用：

因此，叙利亚的柱形印章的分布或许是更有利的证据，与证明存在迈锡尼船运垄断的迈锡尼陶器的分布相比，更能证明近东贸易活动的存在。

腓尼基商船，包括格里多亚的那艘船，不会从塞浦路斯和近东空载而回；而且，有理由认为，它们的货物以迈锡尼的陶器为主，并经常装有易损物品。但是这些船只在启程向西航行时原本装载的是什么呢？我们肯定不能再“猜测”作为迈锡尼货物的“交换品而收到的叙利亚商品”的性质”。
(104)

 我们也不能再说，“在迈锡尼的希腊实际上几乎没有发现什么真正的东方物品”。
(105)

 船只送到希腊的首先是金属，就如同在格里多亚沉没的那艘装载着货物驶往爱琴海地区的船只一样。

我已经表示过，贩卖牛皮铜锭的是闪米特商人，而非通常认为的爱琴海商人。布赫霍尔茨（Buchholz）曾经提出，小块铸锭也与叙利亚人有关。但是那种原始形式的青铜分布得太广了，似乎无法归结为独属于某一民族。

希腊大陆的青铜窖藏通常包含牛皮铜锭的残片，现在或许可以认为它们是腓尼基的商品。我们可以肯定，铜锭和破损的工具通常是在塞浦路斯发现的，但是青铜制品通常并非源于近东的爱琴海的类型。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很好的理由，可以认为，牛皮铜锭是按照腓尼基的规格要求制造的。
(106)



象牙、黄金、布料和香料也来自东方，在B类线形文字泥板上发现的表示这些物品的闪米特词语就显示出这一点。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运抵希腊的迦南罐子中至少有一些装的就是香料等物品。
(107)



在希腊没有发现太多的近东陶器，这可以通过商品的性质来解释，即金属、布匹和象牙是不需要用陶罐盛放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料想到，在爱琴海地区找不到多少这些商品留下的痕迹，因为布料和香料肯定早已不存在了，而金属和象牙即便得以保存，在被发现时状态也会发生改变。这在考古发掘中已得到了证实。近东的铸锭和器具主要出现在浇铸工的窖藏中，它们在被捶打或重新铸成典型的爱琴海形式的物品之前就由于某种原因而丢失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迈锡尼的船运规模受到了过高的估计，只是因为迈锡尼出口的主要商品，也就是陶器和装在陶器中运送的货物，留下了可以长久存留的证物。迈锡尼人收到的商品尽管不再是立刻就能辨识出来的，但是对于那些贸易者来说肯定具有同等的价值。

我并不是说腓尼基人在青铜时代晚期垄断了海上贸易，而是说他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08)



虽然巴斯之后的研究者会质疑这一声明中的某些细节，但是他的整体结论在今天看来是不会受到多少质疑的。不过，巴斯的研究在当时是非比寻常的，并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109)

 这尤其是因为，巴斯的说法似乎为两部更抽象也更系统的作品提供了实证性的考古证据，一部是阿斯特的《希腊—闪族比较论》（Hellenosemitica
 ），另一部是几乎同时出版的奥地利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弗里茨·沙赫尔迈尔的《爱琴海和东方》（Agäis und Orient
 ），后者更加谨慎，但是显然是“东方主义的”作品。

巴斯最后说：

进一步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发现支持了斯塔宾斯最近的说法：“荷马对腓尼基人的叙述没有时代错误，他描绘的英雄时代如果缺少了腓尼基人，就真的会不那么真实了。”
(110)



米利的回应

针对这种情况，也针对以阿斯特为代表的支持东方影响的普遍趋势，具有阿卡德研究背景的地中海考古学家詹姆斯·米利充满激情地写出了一篇旁征博引的文章，标题是《荷马和腓尼基人：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希腊与近东的关系》（“Homer and the Phoenicians：The Relations Between Greece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Late Bronze and Early Iron Ages”）。第一卷已经涉及了这篇文章。
(111)

 在文章中，米利没有正面针对巴斯的详细论述，而是将迈锡尼的罐子是由迈锡尼人运输的这一情况视为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根据米利的观点，这些陶器意味着希腊人足够了解黎凡特，这也可以解释所有的文化借用。而且，在黎凡特发现的黎凡特和埃及物品只是些不太值钱的东方的小摆设。在试图解释乌加里特对贸易的重视并含蓄地探讨为什么那里没有提到希腊人的过程中，他对杰克·沙逊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攻击：

数不清的事实错误毁掉了他的研究，已经有人提到了他的一些需要质疑的结论。……作者杰克·沙逊的确展示出，来自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乌加里特］的乌加里特和阿卡德文本谈到了贸易和商业。这并不能证明迦南航运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沙逊感到乌加里特和阿拉拉赫的文本并没有提到爱琴海本身的种族或地理上的专有名称。他也指出，“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的文献所记录的名字与同一时期叙利亚北部的名字非常相似”。他的结论是：“迈锡尼的贸易，至少是与叙利亚的贸易，或者是依赖迦南人，或者是在罗得岛和塞浦路斯这样的地方进行的，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假如上述观察是有效的，那么由此认为贸易受到了迈锡尼人的控制，难道不是合乎逻辑的吗？近东的文本并未显示出人们了解爱琴海的世界。迈锡尼文本显示出人们了解近东的语言，甚或还有近东的地名。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在青铜时代晚期的贸易关系中，希腊是积极的参与者，而近东是被动的合作者。
(112)



恐怕我只能说，米利的逻辑出乎我的意料。在克里特和希腊出现了闪米特和埃及的种族名称，这在我看来意味着在爱琴海地区有来自近东的人，而非相反，尽管他们有可能都是奴隶。阿斯特和沙逊也看出了这点。前面提到，我认为在公元前14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3世纪，出现在乌加里特的希腊人可能会比出现在黎凡特其他地方的要少。不过，阿斯特和沙逊已经正确地指出，文本证据并没有显示出这个地区有希腊人存在。

米利的错误同样在于，他声言“近东的文本并未显示出人们了解爱琴海的世界”。我在上一章里提到，乌加里特官方授权的商人辛纳热努与克里特（Kptr）进行过贸易；并且实际上，Kptr，也就是《圣经》中的迦斐托（Kaphtor），频繁出现在乌加里特的神学文本中，指的是手工艺者之神Kṯr w Ḫss的居住地。
(113)

 米利并没有提到，当时的埃及文本显示出人们颇为了解爱琴海地区的地理情况。由于黎凡特海岸和埃及在那些世纪里关系密切，而且埃及与爱琴海地区的接触事实上即或不是绝大多数，也有很多是通过黎凡特进行的，因此我们很难相信迦南人对爱琴海所知更少。

米利在语言学方面的论述同样是不成立的。在爱琴海地区发现的表示奢侈品的闪米特语名词，显示出近东对希腊的影响，而非希腊对近东的影响。虽然这不能告诉我们是谁传播了这种影响，但是这些词源不能用以佐证“希腊是积极的参与者”的观点。

米利在学术上比阿斯特、巴斯和沙逊更有权威，这意味着，米利的论述本身尽管难以令人信服，但是在很多年里从未受到认真的审度或挑战。阿斯特、巴斯和沙逊在受到了草率对待之后都转向了更为安全稳妥的学术领域。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巴斯在后来重新回到了青铜时代的研究之中。

亚奈提出的否定

20世纪7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重提宽泛的雅利安模式，而“闪米特”在古代地中海的重要作用开始得到接受，米利的结论则开始受到质疑。我在第一卷里提到了米利的一个名叫赫尔姆（Randolph Peyton Helm）的学生于1980年通过的论文。在论文中，赫尔姆试探性地提出，在铁器时代早期，“东方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塞浦路斯的（很可能还有来自黎凡特海岸的）［腓尼基］商人控制”。
(114)

 以色列学者阿尼塔·亚奈在1983年于牛津完成的一篇论文中也提出了这一假说。作为实证主义的考古学者，亚奈认为，如果某一事物从未被发现，那么这一事物就不可能曾大量存在。因此，对于认为在乌加里特或黎凡特的其他地方存在过迈锡尼殖民地的早期观点，亚奈进行了批驳。根据黎凡特墓葬中所出的当地风格的爱琴海陶器，并考虑到乌加里特文本中缺少能够证明存在希腊人的证据，亚奈怀疑那里是否曾经出现过迈锡尼人。
(115)

 亚奈也指出了与商业活动有关的B类线形文字资料的缺失，在上一章里我们也提到过这点。
(116)

 英国考古学家卡特林详细论述了为何在塞浦路斯不会有迈锡尼的殖民地，亚奈赞同他的观点，并认为在黎凡特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殖民地。
(117)



对于认为在爱琴海存在近东殖民地的观点，阿尼塔·亚奈同样不屑一顾。总体上她认为，这一时期出现在爱琴海地区的黎凡特和埃及的物品不值一提。就爱琴海的埃及物品而言，“至多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偶然出现的不贵重的小摆设，只要与海外有接触就会存在，而不一定要有与埃及接触”。
(118)

 亚奈利用的事实是，公元前15世纪中期埃及墓葬壁画中描绘的爱琴海礼物（她也不喜欢用“贡品”这个词），与她给出的年表中的弥诺斯晚期一段B/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二段A相对应，因此在这些正式的礼品和爱琴海的陶器之间无法建立起联系。尽管梅里利斯曾在更早的时候提到过这种联系，但是亚奈指出，近东的所有地方都很少会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
(119)

 前面提到，如果接受了贝当古的高位年表，认为墓葬壁画对应的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开始的时间，那么就不会有这种分歧了，因为在埃及和黎凡特的壁画上描绘有大量这一时期的罐子。不过，阿尼塔·亚奈正是通过这种分歧来淡化绘画和陶器的重要性，进而否认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之间在青铜时代晚期进行过重要的贸易。

亚奈继续调查了青铜时代晚期出现在爱琴海地区的各类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物品，包括柱形印章、象牙、迦南罐子、攻击之神的小雕像。在每种情况下（下面还将对此有所讨论）她都强调发现量太少，并且认为它们可能来自塞浦路斯，也有可能来自更东或更南的地方。亚奈同样拒绝接受所有以B类线形文字中发现的闪米特语单词为基础的论述，坚持认为只存在极少量的这类外来词，或许只有4个。她指出，其中cumin（欧莳萝）和sesame（芝麻）这两个词使用得太广泛了，因此无法看出它们的重要性，而剩下的两个词kurusu（黄金）和kito（衣服）为间接借词的可能性与直接借词相当。
(120)



亚奈接着转向了在黎凡特发现的迈锡尼陶器，她承认这是大量存在的。不过如同前面提到的，她坚持认为塞浦路斯的陶器数量甚至更多，并重新强调了黎凡特的迈锡尼陶器总是与塞浦路斯的器皿共存的这一情况。
(121)



因此，阿尼塔·亚奈认为不存在任何重要的迈锡尼贸易，更不用说殖民地了。她也相信几乎不存在能证明闪米特人的黎凡特直接影响了爱琴海地区的证据。不过，她仍然需要对在黎凡特出土的大量迈锡尼陶器做出解释，因为它们肯定是通过贸易运来的。亚奈认为爱琴海的商品是通过船运到岛上的，然后又用船运到了黎凡特和更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她遵循的路线是一切都依赖于塞浦路斯。

在这方面她是追随前人的。研究古代地中海关系的英国考古学家、思想独具特色的弗朗威·汉基曾经提出，迈锡尼的船只航行到了塞浦路斯，在那里用罐子中装的大部分货物换取岛上的铜和其他一些装在塞浦路斯罐子中的商品。而后他们继续航行，用剩下的货物和塞浦路斯的货物交换东方的商品，或许就是上面讨论过的那些不太贵重的小摆设。
(122)

 弗朗威·汉基和当时其他人一样，认为迈锡尼人在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这种论说尽管烦琐，但是解释清楚了实物证据。不过，就如亚奈所指出的那样，汉基的论说没有为希腊人航行到塞浦路斯之外的地区提供理由。

阿尼塔·亚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模式。她认为塞浦路斯是爱琴海贸易的“终点站”。爱琴海地区需要塞浦路斯的铜，而黎凡特人喜欢迈锡尼和塞浦路斯的陶器。物资交换是通过“中间人”在塞浦路斯完成的。我们看到，亚奈坚决地否认黎凡特或闪米特对爱琴海地区有任何影响。“商品交换所涉及的两个文化区域最终与对方其实只有最低限度的接触。”
(123)

 不过，亚奈同时倾向于认为这些塞浦路斯的“中间人”是黎凡特人。她指出，考古证据显示，在现今法马古斯塔（Famagusta）附近的恩科米存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殖民地”或城区，并很有理据地认为这一地区在商业贸易中发挥了作用。
(124)

 亚奈拒绝接受爱琴海考古学家抱有的希腊中心主义，并且认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存在讲闪米特语的航海者，但是她的目标基本上与那些考古学家并无区别，意即：考古学显示出贸易接触肯定存在，但是同样肯定的是东方文化并没有对爱琴海地区产生实质影响，因此需要在这两点之间进行调和。不过，亚奈做不到化圆为方，她只好承认，在她划分出的贸易网络的两大部分中，讲闪米特语的黎凡特人肯定处于核心地位。


 卡什沉船：水手

阿尼塔·亚奈极其不走运。与之前大多数学者遇到的情况一样，出人意料的新发现很快就证实她提出的许多假说是错误的。1984年，人们对在土耳其西南部卡什附近的乌鲁布伦（Ulu Burun）海岸外发现的青铜时代晚期的沉船进行了发掘。这一发现的很多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后面还会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沉船中货物的规模和精美程度令人瞠目，足以证明此前的研究者全都错误地低估了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东部贸易的规模和重要性。

这艘沉船的年代应该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时期的结束之时，或者阿克那顿统治的公元前1381年—公元前1364年。船上大多数物品的年代只能大致归为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之间。土耳其水下考古学家杰马尔·普拉克（Cemal Pulak）展示出，陶器年代的下限可晚至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他认为那是约公元前1350年，不过我会依循贝当古的年表把时间提前一二十年。人们发现的一只黄金圣甲虫上刻有“纳芙蒂蒂（Aten，Nefertiti），绝世之美”的铭文，似乎也标示着这一时间点。美国埃及学家詹姆斯·温斯坦令人信服地提出，这一圣甲虫的发现证实了阿克那顿赫赫有名的妻子纳芙蒂蒂在他死后成为法老，我们应该把她与人们所说的神秘统治者斯蒙卡拉（Smenkhkare）等同起来。温斯坦采用的是有关阿克那顿统治的低位年表，而我与之不同，原因在前面已经讲过。我认为他的统治时间是公元前1381年到公元前1364年。
(125)

 因此，圣甲虫或许是在公元前1364年到公元前1361年间制造的。另一个经常使用的黄金物品已经磨损了，是在船上的黄金碎料附近发现的。这暗示着圣甲虫可能在制成几十年后就丢失了。这一事实在我看来不如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的陶器那样重要，因为陶器很好地对应了圣甲虫在当时相当普及的情况。
(126)

 把卡什沉船的年代提前，就会强化这种观点：圣甲虫并非废旧金属，而是标志着这次航行具有某种官方性质，对于这么大的船只和这么多的货物来说这也不足为奇。
(127)



考虑到沉船的年代及其与王室的联系，乔治·巴斯尝试着把沉船与阿马尔奈文书联系到一起似乎就是很合理的了。在阿马尔奈文书中，Alasia（人们通常会把Alasia与塞浦路斯等同起来，这在此似乎也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巴斯反对这种等同）的国王向法老许诺说：“吾将奉上两百泰伦铜作为礼物。”巴斯指出，可能所有的青铜时代的文献都没有记载过这样大的数量，而这个数字与卡什沉船上的大约两百块的铸锭恰好吻合。他也指出，还有更多的文书提到了Alasia向埃及献上的其他奢侈品，其类型与在卡什发现的文物是对得上的。
(128)



现在我们应该考察有关这艘船和船员的归属地的问题。根据船上发现的迈锡尼罐子，杰马尔·普拉克试着提出了他们是迈锡尼的希腊人的观点：

［它们］肯定是私人使用的杯子，因为其形状很难与盛放货物的容器联系到一起。除了其他一些尚未研究过的粗糙的碗之外，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迈锡尼陶器包含船上用品；反复使用它们的是近东的船员吗？或者它们会属于船上的迈锡尼船员吗？陶器的用途并不确定，但是迈锡尼商人的印章让巴斯认为船上有一个迈锡尼人。最近发现的球形徽章（KW570）在近东还是独一无二的，属于迈锡尼人佩戴在衣服上的类型。这个青铜制造的徽章从材料来说并不贵重，它或许属于某个迈锡尼人，甚或就是属于印章的所有者。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是执行王室任务的官员，还是成功地进行贸易后返程的富商，抑或只是搭乘船只的中等财力的商人，船上的一小部分货物可能就属于他？……乌鲁布伦沉船上有迈锡尼人是否意味着这艘船也来自迈锡尼呢？对此我们并不清楚。不过，目前已经掌握的证据似乎倾向于支持这种可能性：这艘船是以迈锡尼为出发港的。
(129)



巴斯承认这一论述的力度，但是认为在乌鲁布伦发现的23个黎凡特或塞浦路斯类型的石锚和“东方的”木质pinax或双连板（见下文）更为有力地支持了源自近东的可能性。
(130)

 人们还发现了放在一起的两把剑，一把是迦南的，另一把是迈锡尼的，这就让情况更加复杂。也就是说，船员可能是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成的。

船员中有希腊人，这就为迈锡尼的航海活动的存在提供了考古证据，可以用来佐证相关的文献证据。尽管爱琴海地区本身缺少相关的文献证据，但是近东地区不乏这类证据。墓葬壁画显示出Kftἰw的人和迈锡尼人带来了肯定来自海外的贡品。公元前13世纪的赫梯国王都德哈里亚斯四世认为，阿希亚瓦的船只来到叙利亚的海岸是正常的事情。而且，荷马笔下奥德修斯的海上袭击，就与埃及记录中来自海上的Iḳwš的侵略相呼应。
(131)



另一方面，卡什沉船的船员包括黎凡特人，这应该与来自格里多亚沉船和恩科米的叙利亚贸易殖民地的考古证据综合考虑。在希腊发现了迦南的罐子和其他陶罐。最近在撒丁岛和利比亚的马特鲁（Marsa Matruh）也挖掘出了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200年的塞浦路斯和黎凡特陶器，而在西西里岛北部的伊奥利亚群岛（Aeolian Islands）附近的海床上也发现了一些陶器。
(132)

 与其说这些陶器显示出在地中海中部存在黎凡特人，不如说迈锡尼的陶器意味着近东地区有希腊人。不过，在西西里西南的塞利农特（Selinunte）角之外发现了公元前14世纪的青铜的迦南神灵小雕像，这更能说明问题。
(133)



墓葬壁画绘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商人把从船上卸载货物的场景，乌加里特的文本中也记录了活跃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并且特别提到了官方授权的商人与克里特进行的贸易，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文献证据。而且，毕布勒、西顿和推罗具有商业传统，在荷马的描述中，爱琴海和黎凡特的所有贸易则都是掌握在腓尼基人手中的。
(134)



现在出现的图景是，两个民族都投入大量的贸易活动之中；而且，公元前1370年后乌加里特的特殊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那里的记录完全没有提到希腊人。不过，与爱琴海地区相比，乌加里特和其他叙利亚—巴勒斯坦城市在商业活动上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与荷马的描述都意味着，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大多数贸易都是由黎凡特人完成的。

卡什沉船只是为在文献资料中已经明确展示的情况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也就是至少在公元前14世纪，在地中海东部周边存在着奢侈品和金属的大规模贸易。这一地区当时是被埃及控制的，那里存在的唯一的其他力量就是赫梯人，而赫梯人显然处于贸易体系之外。在贸易体系内是一个完全国际化的社会，上层阶级喜欢舶来的商品，同时应该也对异域的情况有所了解。乌鲁布伦沉船就显示出了这种贸易的一些具体情况，在对此进行探讨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我们所知的埃及的底比斯和迈锡尼这两座都城之间的关系。


 埃及的底比斯和迈锡尼：公元前1420年—公元前1370年

在埃及语中被称为Nἰwt ἰmn（阿蒙的城）的埃及南部首都在希腊语中的名称是Thebes（底比斯）。对于这个希腊名称的来源，通常的观点是它来自后来被缩写为ἰpt的ἰpзt rst（Harem南部），ἰpзt rst是希腊语中的地名Thēbai和被假定为表示底比斯附近的卢克索的埃及语名称*tз ἰpзt的融合；带有定冠词tз的例子尚未发现。
(135)

 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也无法解释波伊奥提亚的底比斯的名字或者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密细亚（Mysia）的名字。在第一卷的绪言中，我勾勒出了相反的观点并打算在第三卷中详述：

在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到来之前，普遍认为希腊城市名忒拜（Thēbai）来自迦南语têbåh（方舟，箱子），后者又来自埃及语tbἰ或dbt（盒子）。这两个词常常和另一个可能相关联的词ḏbз（柳条筏，纸莎草方舟）以及ḏbзt（棺材，神龛；由此引申，宫殿）相混淆。ḏbз在科普特语中写作Tbo或Thbo，是埃及的城市名。但有趣的是，没有记录表明曾经用它来称呼埃及的南方首都，希腊人称之为忒拜。但是，它大概被用来称呼希克索斯人在阿瓦里斯的首都。如果这样的话，ḏbз/ 忒拜可能成为希腊语中“埃及首都”的代名词，它被附加在埃及底比斯的名字上，第十八王朝在那里建都。无论如何，没有理由怀疑这个希腊城市名字来自西闪米特语têbåh和上述埃及语词组。
(136)



在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的荷马时代，底比斯已经有近两百年的时间不是埃及的首都了。不过，史诗中描写的阿喀琉斯拒绝阿伽门农为了平息对方怒火而送上的礼物，就体现出了人们仍然保留着对处于巅峰期时的底比斯的记忆，那时一位黑人法老接受了已知世界的献礼：

……哪怕是汇集在奥尔霍迈诺斯的所有财富，是积聚在埃及底比斯的所有珍宝——这座埃及人的城市，拥藏着人世间最丰盈的财富，底比斯，拥有一百座大门的城！通过每个城门，冲驰出两百名驾驭着车马的武士。
(137)



因此，希腊传说增加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370年的第十八王朝的鼎盛期，或者至少是在公元前1419年—公元前1364年的阿蒙诺菲斯三世和阿克那顿统治时期，埃及对希腊最大的城市迈锡尼即使没有统治权，也产生了影响。

现在我要回到考古证据上来。前面强调过，迈锡尼与近东的贸易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开始之时出现了激增，我认为正是在同一时间，图特摩斯三世开始巩固其在黎凡特的势力，并于公元前1470年左右建立起了在爱琴海的霸权。
(138)

 不过，迈锡尼的陶器在黎凡特和埃及出现的高峰期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我认为这大致对应着法老阿蒙诺菲斯三世和阿克那顿的统治时期。上一章讨论过底比斯附近阿蒙诺菲斯葬庙的雕像基座，从这一文献证据来看，当时的埃及官方肯定是知道相当多的希腊城镇和行省的，并且埃及也有可能在这一地区拥有某种控制权。
(139)

 “贡品”是在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时呈上的，我们知道，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在阿克那顿统治的第12年（公元前1369年），爱琴海的代表前来送上了贵重的礼物，以此换得“生命气息”。
(140)



1981年，弗朗威·汉基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把雕像基座上的爱琴海地名与在迈锡尼发现的彩绘陶板联系在一起，那些彩绘陶板上带有用椭圆形外框圈住的阿蒙诺菲斯三世的名字。她推测说地名名单代表着一个埃及官方使团的行程路线，并试着指出彩绘陶板可能就是这个使团送去的。
(141)

 在那之前两年，也就是1979年，沃尔夫冈·黑尔克曾经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不过并没有把这些物品与名单联系到一起。
(142)



1980年，斯特兰奇提出，这份名单是出访埃及的迈锡尼使团的行程路线。不过，正如埃里克·克莱因指出的，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因为名字的顺序先是从东到西，而后又回到了东方，这显示出行程是从埃及前往爱琴海后又返回了埃及。
(143)

 我在上一章中说过，我并不认为埃及人只是通过一个使团而知道这些地方的；我相信，这些地名即或不是绝大多数，也会有很多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或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为埃及人所知了。
(144)

 克莱因在一篇文章里扩展了汉基提出的方案，就斯特兰奇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急于摆脱与埃及霸权有关的观点，却又明确地相信双方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礼物的赠送就体现了这种不平等。

在爱琴海地区发现的带有用椭圆形外框圈住的阿蒙诺菲斯三世和他的妻子皇后提以（Tiyi）名字的物品，无疑要比带有其他法老名字的物品更多。克莱因估计，带有这两人名字的物品有11件，而带有其他法老名字的物品加到一起只有10件。
(145)

 如果像大多数学者那样认为地名Bjs表示的是克里特的斐斯托斯，并把斐斯托斯与两公里之外的阿基亚特里亚达（Agia Triada）等同起来，那么这些刻着铭文的物品的6个发现地的地名中的4个同时也出现在了雕像基座上。
(146)

 这非常耐人寻味。不论是否把这份名单与某个使团的路线联系起来，这里的相互关联都显示出，同时存在文献和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基多尼亚、克诺索斯、斐斯托斯和迈锡尼这些城市与埃及王朝有过接触。

克莱因指出，11件雕刻铭文的物品中有2件埋在弥诺斯文化后期/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1的地层中，2件在弥诺斯文化后期/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1—2的地层中，1件在弥诺斯文化后期/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B的地层中，5件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地层中。他认为这显示出，它们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1时运来的。
(147)

 我认为这一陶器时期在约公元前1410年结束，而阿蒙诺菲斯三世的统治始于公元前1419年，因此我发现这在时间上太贴近了，但并非不能接受。不论如何，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它们不会被同时运到这里。不过，克莱因认为在阿蒙诺菲斯三世统治期间或结束后不久就被埋葬的物品还不够多，因此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通过中间人或旅行者带来的小件装饰品。

不过，克莱因承认，人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埃及发现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1的陶器相对较少，他认为这符合阿蒙诺菲斯三世统治的情况。他的解释仅基于这样一点，就是人们所知道的陶器分布只是基于试探性的发现。不过，如果认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与阿蒙诺菲斯三世和阿克那顿的统治时期相对应，那么大量的这类物品就是在后者的首都阿马尔奈、距底比斯附近的麦地那（Deir el Medina）不远的工匠村以及在阿斯旺以南较远处的努比亚的塞斯比（Sesebi）发现的。
(148)




 地基陶板

迈锡尼的埃及神庙膜拜？

克莱恩把贸易商品和另外一些带有铭文的物品区分开来，认为后者是外交接触的象征，他似乎是正确的。克莱恩和弗朗威·汉基都对6到9片矩形彩绘陶板的残片非常感兴趣，陶板是19世纪在迈锡尼发现的，上面雕刻着阿蒙诺菲斯三世的族名和本名。它们似乎与在埃及所谓的地基材料中发现的陶板是相似或一样的，这些地基材料被埋在“应王室之命或至少有国王授意”而修建的神庙和世俗建筑的角落里。
(149)

 埃及学家马丁（G. T. Martin）评论说，埃及的类似发现会引导学者去寻找神庙或圣地，根据这一说法，弗朗威·汉基提出，迈锡尼的地基材料或许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150)

 克莱因提到了另一种“奇特的可能性”，那就是它们当年是用于建造法老雕像的。
(151)



与用于神庙地基相比，克莱因提出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在埃及以外的地区，在努比亚以及巴勒斯坦的亚弗（Aphek）和贝特谢安（Beth Shan），也发现过这类陶板。在巴勒斯坦发现的陶板曾经让以色列考古学家推测那里存在过埃及神庙。
(152)

 因此，埃及神庙似乎有可能修建在埃及之外的受到埃及影响和控制的地区。那么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希腊是否也存在这种可能呢？

这些碎片没有一片是在可以被视为地基的遗迹环境中出土的。它们通常是在弥诺斯文化后期三段B的地层中被发现的，这一时期距它们运抵希腊可能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不过，它们有可能与其他雕刻有王室标记的物品一样受到了特殊对待，人们对这些物品的敬奉已经与它们本来的用途无关。
(153)

 这意味着，如果它们位于建筑的地基中，那么这些建筑不可能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也有可能那些计划修建的建筑从不曾在那里真正建起。

一座埃及神庙不仅是一处建筑，而且是由划分成复杂等级的众多祭司组成的大型机构。那么是否有理由认为，在迈锡尼的希腊也曾经存在这样的团体呢？一种可能的回答来自阿提卡的依洛西斯的Korē（珀尔塞福涅）和得墨忒耳膜拜。第四卷中会对此做详细讨论，我希望届时能展示出，这种膜拜及其神秘仪式有明确的青铜时代的根源，它不仅与埃及的伊希斯、奈芙蒂斯、奥西里斯膜拜极其相似，而且欧墨尔波斯（Eumolpids）和克略克斯（Kerykes）这两大祭司家族也与埃及祭司的两大等级类似。

这种对应性在古代被广为接受。同样有趣的是，为狄奥多罗斯提供信息的人告诉他说，神秘仪式是由雅典王厄瑞克透斯在他统治期间引入依洛西斯的，时间是约公元前1409/1408年，这位国王是埃及人的后裔。
(154)

 帕罗斯碑给出了同样的时间。不过，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os）把狄俄尼索斯和得墨忒尔出现在希腊的时间定得稍早了一些，是在约公元前1462年—公元前1423年间的雅典王潘狄翁统治时期。
(155)

 如同我在第二章里谈到的，公元前21世纪，在阿提卡海岸外的凯奥斯岛可能存在着狄俄尼索斯膜拜。
(156)



因此，我们这里考虑的不仅是神灵膜拜本身，而且也是一种宗教体系的引进。值得注意的是，这在时间上与阿蒙诺菲斯三世（公元前1419年—公元前1381年）的统治相对应。同样真实的是，迈锡尼遭受了痛苦的灾难，不论是在从珀尔修斯的达那厄王朝到亚加亚王朝的转变过程之中，还是在后来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回归或多利安人的入侵之中；但是在阿提卡并没有发生如此激烈的动荡，雅典人经常自夸他们的制度和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延续性。因此，埃及的膜拜在依洛西斯能够得以留存，却在迈锡尼瓦解消失，这非常符合我们所了解的整体的历史模式。

不论如何，在迈锡尼创立的一座或更多的埃及神庙膜拜可能具有对应者。如果陶板不是地基材料，那么我们也难以看出它们究竟有什么功用。它们不可能作为装饰品佩戴，没有多少固有的价值，也不可能出现在新王国时期的纪念品市场上。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就是，它们的功用与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努比亚发现的类似物品一样，都是修建神庙所用的材料，至少是要放到埃及类型的神庙下面的。

陶板和其他雕刻着王室名称的物品，以及来自埃及的这一时期的实物证据和文献证据，都表明底比斯和迈锡尼之间很可能存在密切的外交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

贸易的环行路线

1970年，人们对一片被称为泰勒陶板的迈锡尼陶板残片上的釉进行了铅同位素分析，康宁玻璃博物馆（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的布里尔（R. H. Brill）的总结令人惊诧：

釉中的铅绝对属于L类。在古代，大多数L类的铅都来自劳利昂矿区。这份样本中的铅与来自第十八王朝的黄玻璃、釉和化妆墨的大量样本所含的铅迥然不同。尽管看似不可能，但是对于该残片的最佳解释就是，它并非在埃及，而是在迈锡尼附近某地上釉的（或许也是在那里制造的）。
(157)



如果这一分析正确，就会引出两种可能性，而我们下面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会认为这一分析是正确的。第一种可能性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陶板属于希腊制造。不过，陶板的制造和象形文字的雕刻都符合埃及工坊所要求的最高标准，所以此前还没有人考虑过它可能是在埃及之外的地方生产的。在迈锡尼附近存在这样的工坊是极不可能的。这需要埃及王室的批准，还需要有长期在那里居住的埃及工匠，或者在埃及长期学徒的迈锡尼人。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埃里克·克莱因所说的，陶板的制造地是埃及，但使用了从希腊进口的铅，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合理一些。克莱因借鉴了冶金学家盖尔（N. H. Gale）的分析，该分析结果显示，另外3件第十八王朝的铅制品的材料也来自阿提卡南端附近的劳利昂。
(158)

 他还引用了盖尔的评论，“含有劳利昂原料成分的埃及制品……意味着迈锡尼文化和埃及文化在当时存在某种接触”。
(159)

 有假说认为，公元前1400年左右阿提卡有可能按时向埃及出口金属，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一假说的是，在巴勒斯坦的贝特谢安发现了刻有阿蒙诺菲斯三世名字的青铜匕首，对于铜的分析显示原料可能来自劳利昂。
(160)

 在贝特谢安发现的同时代的长矛同样带有用椭圆形外框圈住的阿蒙诺菲斯三世的名字，所用的铜似乎来自撒丁岛，这也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经济的国际化。
(161)

 文献证据也可以支持金属来自希腊的观点，因为来自卢克索神庙的一份第十九王朝的矿产国名单上就包括了“［Wзḏ wr］……中部的岛屿”。
(162)



认为阿提卡曾在公元前两千纪向埃及大量出口金属，这就彻底否定了孤立主义者提出的希腊发展模式。在盖尔发表了对于铅的分析结果之后，他的妻子斯托斯—盖尔（Z. A. Stos-Gale）又声明说，第十一王朝的两座雕像使用的是劳利昂的银。
(163)

 这显示出，金属贸易尽管在第十八王朝鼎盛之时繁荣发展，但是并不限于这个时代，而是在经济和政治条件允许时就有可能发生。综合盖尔夫妇的结论可以看出，我们在考察考古发现的实物时，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两地交往的冰山一角。

不过，这里我们要集中关注的是出有大量实物遗存的后一时期。更多的证据为有关铅出口的信息提供了存在的语境。卡什沉船中有大量的金属货物，包括6吨铜、大量的锡和一些黄金。这清楚地显示出，在第十八王朝时期，地中海周边地区存在金属的大批量船运。而且，来自卡什和其他地方的证据清晰地表明，铸锭具有标准形状，很多学者认为存在“对［铜］这种重要商品的生产和贸易进行集中管理的机构”。
(164)

 当然，学者们对于这一中心机构位于何处持有不同意见。卡特林认为是爱琴海地区，巴斯认为是叙利亚，米利和他的同事则认为是在塞浦路斯。
(165)

 由于塞浦路斯在当时似乎是铜的主要生产中心，这可能是最合理的猜测。

很多小块的铸锭上烙有一个读作na的塞浦路斯语中的符号形式，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不过，带有这一符号的不仅是铜锭，一块锡锭上也有同样的符号。
(166)

 锡锭不可能源自塞浦路斯，因为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锡或者来自阿富汗或马来亚（Malaya），或者来自波希米亚或康沃尔，尽管现在在土耳其也发现了青铜时代的锡矿。米利提出，爱琴海地区使用的是欧洲的金属。
(167)

 但是巴斯和普拉克认为，装载着锡的卡什沉船似乎是驶往西方的，这意味着这些锡至少来自亚洲。
(168)

 如果符号na并非仅限于铜，那它又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可能的答案是，这是复合词nb nґґ
 （特别优质的黄金）中的nґґ
 （光滑的或优质的）的塞浦路斯语或黎凡特语译词。在第十八王朝时，nґґ
 也用来表示“最好的”。

不论情况如何，几乎没有疑问的是，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早期地中海东部的金属贸易和其他贸易是在处于埃及政治影响下的区域内发生的。撒丁岛和西班牙的金属制造区与意大利当时显然在经济上是一体的，但我们并不确定它们在政治上参与到了什么程度。不过，有关当时的商业关系存在足够多的证据，包括前面提到的带有用椭圆形外框圈住的阿蒙诺菲斯三世名字的矛，它就是用撒丁岛的铜制成的。
(169)



我们也知道，地中海东部贸易区的范围延伸到了从不列颠至乌克兰的整个欧洲。在这广阔的北方地区内，人们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数量不多的武器和珠子。这些物品有的是迈锡尼特有的，有的显然是埃及的，也有一些来源独特，难以追溯。
(170)

 一切都显示出地中海东部地区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开始后，或是在图特摩斯三世建立起和平的埃及后，呈现出了富庶的状态。这一贸易网的证据非常好地对应了字母表传播到地中海西部和北欧的情况，我曾经基于古代文书的资料提出，这发生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
(171)



不过，在此我们应该集中探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情况。卡什沉船和乌加里特的文献证据显示出，贸易商船沿着“逆时针方向”顺流环行，船只满载象牙、河马牙、乌木、香料和其他热带作物、优质商品、纸莎草，或许还有小麦，从埃及浩浩荡荡地驶往黎凡特，在那里装上锡、玻璃、树脂和香料，继续前进去往塞浦路斯。这里出口的是铜和当地的罐子。在爱琴海地区，船只装好银、铅和迈锡尼陶器以及放在这些陶器中的商品，经过克里特，继续航行到位于今天埃及西部马特鲁的非洲海岸，并由此返回尼罗河。
(172)




 贸易用语

尽管只有这一时期的环行路线得到了完全的证实，但是其组成部分极有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希腊词语似乎就反映了这样的贸易模式。上一章提到了表示香料的闪米特语名词。尽管奉行雅利安主义的学者认为，“埃及文化之于希腊就如中国文化之于欧洲，这种文化在很多方面是如此陌生，在语言学方面希腊人几乎找不到什么可以借用的”；
(173)

 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papyros等词具有埃及词源。例如：ebenos来自hbnἰ和annes-（anis），kiki来自kзkз（蓖麻油，用于灯油），kommi（树脂）来自ḳmἰt，sindōn（优质的薄织物）来自šnḏwt（优质布料短褶裙），nitron来自nṯr。我想在这个贸易词汇表上加进“ivory”（象牙）elephas，B类线形文字中写作erepa，它来自带有大象义符[image: ]
 的埃及语зbw（大象），还有带有“骨头”[image: ]
 义符的“ivory”（象牙）。希腊词语elephas有同样的双重含义。通常认为，elephas和拉丁语中的ebur（象牙）一样是个外来词。
(174)

 安纳托利亚语专家拉罗什提出，elephas来自赫梯语中意思为“大象的牙齿”的la-ah-pa-aš，以及带有表示动物的赫梯语后缀-n(t)的假想形式*lahpant。他认为这又源于闪米特语的alpu(m)（牛），并将之与一直存活到公元前两千纪的叙利亚的大象和象牙联系了起来。
(175)

 尽管可能有这些来源的影响，但是特指“大象”的зbw似乎更有可能是希腊语和赫梯语中的对应词语的来源。尽管叙利亚有象牙，埃及和非洲其他地方似乎仍是最有可能的来源地。尚特莱纳否定了来自зbw的词源，显然是由于不知道开头的з原本表示液体。
(176)

 从Nbt ḥt到Nephthys的转换和名字Wзḥ ἰb Rґ
 到Ouaphris的转换中，可以看出b˃ph的形式与埃及语在词首添加元音的倾向是一致的，因此我看不出这个在语义上非常恰当的词源在语音上有什么问题。拉丁语ebur似乎来自科普特语中的ebu后来的发音方式，其中添加了最后的-r是“与femur；robur等一致的”。
(177)



那些普遍被接受的表示从埃及运到希腊的外国商品的借词，几乎没有为它们被借用的时间提供什么证据。不过，从зbw中派生出elephas，肯定是发生在公元前两千纪早期或更早的时间。显示出这点的不仅是其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了证实，而且还有辅音з的保留。

希腊语中另一种可能的埃及词源更为重要，那就是并非作为一种植物，而是作为一种食用谷物的sitos（小麦）。这个词没有印欧语的同源词。而且，希腊语中的首字母s-在印欧语中未能保留下来，因此这个词就更有可能是外来词。亚述研究专家、语言学家玛斯—阿诺特提出，sitos与亚述语的še>
 u，也就是še>
 atu（谷物，玉米）的阴性形式是“联系”在一起的。
(178)

 德国闪米特学家海因里希·卢伊则将之与苏美尔语中具有同样含义的zid联系了起来。
(179)

 意大利语言学家马卡罗内（Nunzio Maccarrone）认为，še>
 atu是sitos的词源在语音和语义上都是成立的，因为希腊和埃及的直接接触要多过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直接接触，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这个词来自埃及语的s(w)t（小麦）。
(180)

 马卡罗内承认这里的元音字母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其在世俗体中是作为sw、在科普特语中是作为suo保留下来的。不过他推测出了*sew
 ot这种形式，由此可以产生sit-。他指出，借词肯定发生在新王国时期埃及语中词尾的-ts被略掉之前。
(181)

 存在于B类线形文字中的sitos似乎就可以支持这一偏早的时间范围。闪米特语和埃及语形式的še>
 u和s(w)t显然是相关的，zid则是个外来词，而以后可能会发现一个西闪米特语的形式。同时我认为，马卡罗内的观点是有可信度的，人们应该试着去接受他的观点。

有趣的是，在相关的主题方面，还有两组可能来自埃及语的外来词。第一组是希腊语的art-（小麦烘烤的面包）。普雷尔维茨（Prellwitz）和博伊萨克（Boisacq）在他们的词源字典中都倾向于认为artuō（准备食物）是这一组词的基本含义，这与埃及语的rtḥ（烘烤，尤其是面包）是非常契合的。
(182)

 它与artos（小麦烤的面包）的语义重叠并不圆满，因为“烘烤的面包”在埃及语中是t rtḥ。不过，与artuō在语义和语音上的对应是很令人满意的。意大利语言学家皮萨尼（Pisani）认为artos源自重构的伊朗语词根*arta（面粉），乔加卡斯对此表示赞同，尚特莱纳则表示怀疑。
(183)

 他同样怀疑这一假说，就是artos来自arto（玉米制成的面包），属于一种在巴斯克（Basque）发现的底层语言。
(184)

 这样的联系在空间和时间上似乎都非常遥远，而这个词很可能是从希腊语直接进入巴斯克的外来词，或是通过西班牙语间接进入的。Artos本身是非常古老的词语，不仅出现在赫西俄德笔下，也出现在B类线形文字的复合词atopoqo这一形式中，查德威克将之视为artopoqu
 oi（面包师）。
(185)

 因此，这里或许也有一个早期借词。

标准的埃及谷物度量单位ḥḳзt是与义符[image: ]
 写在一起的。这一度量单位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即它和数词写在一起时代表100ḥḳзt，如果前面是0.5，就代表50ḥḳзt，以此类推。
(186)

 因此，这个词与数字100之间就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希腊语中表示“一百”的词语是hekaton。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它来自原始印欧语的*dkṃt-om，而拉丁语中的centum和日耳曼语中的hund据信就源自这个词。不过，希腊语形式中开头的he-给语言学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187)

 合理的看法或许是，这是由来自ḥḳзt的影响造成的结果；或者，更有可能合情理的一种看法是，这个希腊词语是从埃及语中直接借来的。

语音和语义上的对应都可以强化这一假说。年老丑陋的代表丰饶的埃及青蛙女神被称为Ḥḳt，在这个名字和ḥḳз（魔力）之间有清晰的联系。而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年老丑陋的魔法女神Hekatē，这个名字也没有印欧语词源。

从ḥḳзt借来的词语hekaton在语义上与希腊语词干khili-（千）相对应。这在传统上被视为来自假想中的原始印欧语词根*kheslioi，在梵语中写作sahásram（千）。尚特莱纳承认，这一派生在形式上有很多难解的问题。不过，他断然否定有词语借用发生。就我所知，没有人尝试过将这个词的来源归为埃及语的ḫз（千）。由于它在科普特语的不同方言中的发音分别是带有一个o、一个a或一个e的，因此很难确定它的元音。不过，它的辅音结构和语义场非常契合。

希腊词语khilos或kheilos（饲料）的词源是未知的。它似乎来自埃及语中的ḫз w（蔬菜，植物）。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一系列希腊词语的合理的埃及词源中，这些关键性的词语为表示小麦的词汇，包括sitos、art-，或许还有hekaton。这些词源提示了针对一个问题的可能的答案，而自从希腊曾向埃及和黎凡特出口金属的情况明晰以来，这个问题就变得越发尖锐：埃及究竟提供了什么物资，才换回了这些金属以及与迈锡尼陶器一起运输或放在陶器中的物品？

埃及出产优质黄金、纸莎草、亚麻，可能还有棉花，因此或许也出口这些产品。
(188)

 我们由卡什沉船了解到，船上载有大批的乌木，并且象牙和河马牙是埃及出口的另一类主要物品。
(189)

 从埃及运到北方的可能也有其他热带产品，例如鸵鸟羽毛、鸵鸟蛋和树脂、油膏、香料。不过，奴隶可能是从希腊通过船运带到近东的，而非相反。
(190)



要注意的是，除了表示黄金的chrysos具有闪米特语词源以外，所有其他埃及出口的物品的希腊名称都有可靠的埃及词源。那么，表示小麦的希腊词汇具有可靠的埃及词源，有没有可能意味着埃及也出口小麦呢？

据我所知，当时的文献中没有提到这点，考古学也很难找到这种贸易留下的痕迹。不过，一种合理的旁证可以用来证明埃及在青铜时代曾经出口小麦。首先，我们知道，以农产品丰富著称的埃及是重要的小麦产地，而粮食也很容易通过水路运输。《圣经》中描述了一些叙利亚游牧民族从埃及购买谷物的情景，这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各地的饥荒如此严重，全世界都来到埃及，从约瑟那里购买谷物。”
(191)

 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至少是为了缓解饥荒，在青铜时代晚期曾经有大批的谷物经船运输。在乌加里特发现的一份公元前13世纪晚期的文书中，赫梯国王向乌加里特国王提出了要求，想要2000度量单位的谷物来缓解奇里乞亚的乌拉城的饥荒，并估计这需要运一次或两次。法国亚述学家让·努加霍尔（Jean Nougayrol）试图算出这样一艘船的承载力，他的结论是，乌加里特国王肯定拥有一共能装500吨货物的船只。
(192)

 阿斯特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指出，这样规模的航运不仅限于海岸附近，因为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Santa Maria）号的载重量是233吨。
(193)



卡什沉船证实了努加霍尔对青铜时代晚期船只载货量的估算。这些谷物是从穆基斯（Mukis）运往乌加里特北边的。不过，公元前13世纪乌加里特的农业似乎是高度商业化的。闪米特研究专家和经济史学家迈克尔·赫尔泽（Michael Heltzer）强调了一项事实：乌加里特的土地价格要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价格高得多。他提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乌加里特的大部分耕地都覆盖着橄榄树林、椰枣树、葡萄园，等等”。
(194)

 有趣的是，常用来表示“地产”或“农场”的乌加里特词语是gt（葡萄酒或橄榄压榨）。这种情况似乎导致了谷物经常或持续短缺，因此谷物在乌加里特似乎比在埃及贵得多。
(195)

 我们知道，乌加里特本身接受了来自埃及粮仓的谷物。在特拉维夫（Tel Aviv）之外的亚弗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泥板提到，有大约15吨的谷物在从雅法（Joppa）前往乌加里特的运输途中丢失了，雅法是位于迦南南部的重要的埃及粮仓的所在地，而这些谷物显然是通过船运输的。
(196)



在赫梯国王写给乌加里特的信件中提到了当地的食物短缺，这似乎属于影响了安纳托利亚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大范围饥荒的一部分。实际上，法老麦伦普塔赫（公元前1236年—公元前1223年）就夸耀说为哈梯提供了谷物。
(197)

 狄奥多罗斯记录了一个埃及传说，其中青铜时代的雅典国王厄瑞克透斯从埃及带回了大量谷物缓解了饥荒，由此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据信，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得墨忒耳膜拜的传入。
(198)



应该如何把饥荒救助从常规贸易中区分出来呢？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认为，二者之间的界限很容易跨越，尤其是在古代的地中海东部地区，那里“降雨较少的年份出现的频率令人恐慌，若干这样的年份连在一起的统计概率也非常高”。
(199)



我们知道，至少到公元前10世纪时，腓尼基的城市频频出现食物短缺。
(200)

 考虑到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规模，以及沿海城市可耕地有限的状况，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正是青铜时代晚期的情形。那时，迦南人显然已经在进口雪松木材、“推罗”的紫色染料和金属成品，很有可能也在制造并运送出大量的毛坯玻璃和以此制成的装饰性容器。
(201)



无疑，在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20年），除了波斯人占领埃及的时期以及与希腊敌对的时期外，在希腊和埃及之间一直存在着重要的贸易往来，贸易的基础就是用希腊的银交换埃及的谷物，尽管人们正确地认识到通过贸易交换的也有其他商品。古典学者奥斯汀（M. M. Austin）以充足的理据说明，贸易在古风时代已经发挥了作用。
(202)

 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发表过一篇有关在希腊发现的埃及物品的论文，他主张，在青铜时代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从埃及出口谷物到爱琴海的情况。他认为，“对于一个比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口少得多的民族”，这样的进口肯定是不必要的。
(203)

 关于迈锡尼和古典时代希腊的相对人口的证据并不确定，不过有可能的是，至少在某些主要地区，人口密度是十分相似的。
(204)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希腊存在羊毛、金属和陶器的专门化生产，而农业种植侧重于橄榄和葡萄，因此谷物短缺是十分可能出现的。虽然在B类线形文字文本中并没有提到谷物进口，但是研究皮洛斯王国的学者们吃惊地发现，在这个大部分情况都已为人所知的迈锡尼王国，用于种植小麦的土地相对很少。
(205)



还有一种论述方法是通过与公元前一千纪大部分时间的情况进行对比。青铜时代之后的船运至此并没有显著改进，通过海上运输而来的埃及小麦为希腊和地中海盆地的大部分地区提供了食物储备。
(206)

 在布朗发表了有关青铜时代贸易的反对意见之后，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交换货物中的一半，包括向埃及出口的银和铅，都有了考古证据，如果再加上旁证，我们就可以认为，埃及在青铜时代似乎很有可能向希腊出口谷物。因此，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和三段B（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220年）时期迈锡尼的希腊人口兴旺、社会繁荣的状态，似乎很有可能就依赖于覆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复杂而脆弱的贸易网络。庄稼歉收的情况反复发生，当地的农业不可能维系大规模的人口，因此只能依赖埃及的谷物援助。

小麦或面包总是与生命相关，正如希伯来语的matēh leḥem（面包，生命所依赖的食物）。在中期埃及语中，ἰrἰ（制造）ґ
 nḫ是“供给”之意，而ґ
 nḫt加上义符[image: ]
 ，意思是“谷物”。在后期埃及语中，也就是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一时期人们所说的语言中，ґ
 nḫ(w)是以同样的方式书写的，意思是“生命，食物和供应储备”。因此，埃及语中法老给予外国使团的tз n ґ
 nḫ（生命气息），可能就具有允诺供应谷物的实际意义以及政治和精神上的意义。
(207)

 这似乎使埃及在经济上、政治—军事上以及文化上都控制了迈锡尼的希腊。

即使交换的商品中不包括埃及的小麦，在公元前1470年—公元前1220年间，地中海东部地区也无疑存在着稠密的贸易网络，并延伸到了地中海西部和黑海。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的贸易模式尽管显然是基于之前确立的模式并与之相似的，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就反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中。虽然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托罗斯（Taurus）山的波卡达各（Bolkardağ）地区发现了一些用于渔网铅坠的有一定分量的铅，但是除此之外在赫梯人控制的区域内再没有发现其他物品。
(208)

 同样，除了被巴斯视为来自东方的锡之外，在美索不达米亚也没有更多的发现。

因此，贸易品或者来自埃及和人们所知的处于埃及控制下的区域，例如努比亚、黎凡特和埃及本身；或者来自克里特、希腊大陆和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阿匝瓦。这一模式的形成显然并非偶然。在研究迈锡尼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时期的外国物品时，埃里克·克莱因发现了同样的模式，这意味着希腊属于埃及—黎凡特世界，而非赫梯的安纳托利亚世界。在埃里克·克莱因列出的物品清单中，22件来自埃及，9件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2件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各有1件分别来自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前面已经指出安纳托利亚的物品不可能是赫梯的，如果记住了这点，那么这种平衡就更加令人瞩目。
(209)



来自国外的物品主要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地层中发现的——45件中有26件来自这一地层——另外5件来自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B。部分原因可能是，后面这一时期的时间长度是大约150年，而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的长度是大约100年。此外，如同前面提到的，属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刻有阿蒙诺菲斯三世名字的物品显示出，一些国外的物品可能在它们被埋葬前几十年就已经运抵希腊了。
(210)



我在这一部分提出，表示商品的希腊词语的闪米特语词源和埃及语词源，在整体上与这些商品在青铜时代被进口到希腊的状况是相呼应的。唯一不寻常的就是，词源显示，在青铜时代末期，小麦不仅是从埃及出口到黎凡特的，而且也会出口到爱琴海地区。文献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埃及的小麦从海上运到了北方，缓解了那里的饥荒。我认为存在旁证，可以表明这样的救助足以帮助当地的经济和人口继续发展并超出庄稼歉收条件下的生存水平。

通过挖掘当然很难找到小麦，不过现在，借助陆地和水下考古学，我们对于公元前1470年到公元前1220年间地中海地区贸易交换的其他很多商品已经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这些物品呈现出的景况相对来说符合迈锡尼陶器的分布情况，也符合我们从文献记录中了解到的埃及史和爱琴海历史。也就是说，在图特摩斯三世控制了黎凡特，或许也控制了爱琴海地区之后，接触就增加了。这一时间节点是公元前1470年左右，这也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开始的大致时间。公元前1420年左右，随着阿蒙诺菲斯三世登基和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的开始，埃及与爱琴海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并在之后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但是公元前1370年后，埃及在黎凡特的势力衰退，双方的关系开始降温。甚至，如上所述，赫梯人大约在那时控制了这一地区，此后叙利亚北部似乎就没有与希腊进行过贸易交往。


 公元前1370年—公元前1220年：埃及在爱琴海地区的影响衰退

阿尼塔·亚奈指出，“在阿马尔奈时期［约公元前1370年］之后，迈锡尼的进口贸易实际上就停止了”。
(211)

 不过，如果认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始于这一时间，那么在黎凡特和埃及就有足够多的来自这一时期的陶器碎片，更不要说其在塞浦路斯的发现量之大了。
(212)



前面已经提到，在希腊发现的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物品多出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地层中，不过这些物品之中至少有一些是在更早的时期来到这里的。陶器时期如此漫长，很难说这些接触在这一时期究竟是整齐划一的，还是反映出了埃及权力的变更；特别是在第十九王朝的头25年，埃及在黎凡特，或许还有在爱琴海地区的影响复苏了。

我在上一章里提到，拉美西斯二世宣称Wзḏ wr的首领要求觐见，这其中影射着埃及的统治权。
(213)

 但是，考古证据无法证实在当时的埃及有官方派来的希腊人。而且，在希腊没有发现带有王室标记的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物品，这令人惊奇，因为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时间并不短（下面会讨论来自他统治结束之时的物品）。另一方面，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的有关情况也是一样，而他声称的统治权具有非常可信的墓葬壁画证据的支持。


 Phi和Psi的小雕像，以及攻击之神

现在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属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的两类小雕像。一类是在黎凡特发现的来自希腊的Phi和Psi的小雕像，一类是在爱琴海发现的来自黎凡特的攻击之神。Phi和Psi的陶土小雕像都是按照它们的造型命名的，它们分别与希腊字母Φ和Ψ的形状相似。

这些小雕像的功用并不明确。它们曾被视作还愿的敬献品、神的照料者或玩具。后两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它们的外观与孩童的葬礼存在对应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小雕像被放置在斯巴达的阿米克莱（Amyklai）和德尔斐神殿中，这意味着在那里它们是还愿的敬献品。
(214)

 在我看来，这些类别并非互不相容，它们可能同时具有这三种功能。不过我相信，就像更早的基克拉泽斯和塞浦路斯小雕像一样，它们与埃及的叫作沙伯替（Shuabtis）的人形小雕像有关，沙伯替是与死者一起埋葬的人俑，充当的是其在死后世界的仆人和保护者。

在塞浦路斯和黎凡特，特别是在乌加里特，发现了许多Phi和Psi小雕像。伊丽莎白·弗伦奇（Elizabeth French）在研究了这些雕像的分布之后写道：

迈锡尼小雕像的出现似乎意味着存在迈锡尼人，或者是有人有意识地采纳了迈锡尼人的丧葬习俗，因此小雕像在海外的分布就格外有趣。例证的缺乏也令人无法忽视，与罗得岛和塞浦路斯的其他迈锡尼遗迹相比，所发现的小雕像数量并不多。
(215)



阿尼塔·亚奈并不认为雕像的存在意味着黎凡特有迈锡尼人。她极为重视伊丽莎白·弗伦奇所指出的不连贯性，还注意到小雕像总是与动物雕像共存，而且在黎凡特并没有发现希腊的私人印章，在乌加里特也并没有发现得到证实的希腊人的名字。
(216)

 不管怎样，我都无法理解动物雕像出现的意义。而且，尽管在黎凡特，我们只在巴勒斯坦的泰尔—阿布—哈瓦姆（Tell-Abu-Hawam）发现了一枚青铜时代晚期三段的希腊印章，但是在爱琴海地区很少出现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印章，尽管我们从专有名词和人名列表中得知了这些人的确存在。最后，在乌加里特没有发现个人的名字，这只反映出了公元前1370年之后那里的情况，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这座城市在被纳入赫梯人的影响范围之前与之后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认为仍然处于埃及控制之下的黎凡特南部不存在希腊人。总之，尽管有一些问题，但我仍认为弗伦奇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我相信这些小雕像的确意味着，在公元前1470年至公元前1220年间的黎凡特存在着一些迈锡尼的希腊人。

攻击之神的小雕像更加令人不安。它们表现的是“戴着高高的头饰，右手手执一件武器，迈开大步的人物”。
(217)

 这些是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雷神塔昆、Teššub、Ba˂
 al和雷瑟夫的形象。不过，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论述的，这些形象都源自戴着上埃及王冠的进击的法老形象。
(218)

 在讨论于泰尔埃尔—达巴发现的Ba˂
 al印章时，我们已经提到了形象上的相近性。该印章的形象与在塞德节上跳舞庆祝的色梭斯特里斯的形象也有相似性。
(219)

 同样清楚的是，到了公元前13世纪拉美西斯二世统治之时，法老们在征服北方的行动中把自己与蒙特及其闪米特对应者雷瑟夫等同了起来。
(220)



在迈锡尼、梯林斯、提洛岛（Delos）和米洛斯的菲拉克皮（Phylakopi）的青铜时代晚期地层中都发现了攻击之神的小雕像。其他雕像是在铁器时代的地层或时期不明的地层中发现的，后者位于多多纳（Dodona）、林都斯（Lindos）、尼西罗斯（Nysiros）、帕特莫斯（Patmos）、萨摩斯、特雷蒙（Thermon）和苏尼翁（Sounion）。
(221)

 这些小雕像无法被描述为装饰物，因为在唯一一处有组织的挖掘中，也就是在菲拉克皮，雕像是在可追溯到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神庙里发现的，而且显然是摆放在接受膜拜的位置上。
(222)

 无疑，这种膜拜传播得极其广泛，而且是源于黎凡特的，黎凡特就处于这些小雕像的分布地的中心。
(223)



雕像的出现颇为有趣，因为这是唯一一种在爱琴海留下了考古证据的黎凡特膜拜。对此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法老在埃及无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武士，也是战争、风暴和瘟疫之神，这种身份在黎凡特很可能得到了体现，在爱琴海也一样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雕像就不仅代表雷瑟夫的希腊对应者——作为瘟疫之神的弓箭手阿波罗和赫拉克勒斯——而且也代表法老本人。因此，荷马所说的国王“像神一样受到人们的尊崇”，就我们所知道的迈锡尼或荷马时代的国王而言似乎是不恰当的，但是会非常符合神灵化的法老形象。
(224)

 在环绕着爱琴海的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晚期结束之时的柱形印章，就表现出了法老和叙利亚气象之神之间的混淆。在格里多亚沉船和阿提卡的佩拉提（Perati）发现的印章都描绘了戴着埃及皇冠、具有埃及人特质的神灵。
(225)



不论这种关于法老膜拜的推断是否有合理之处，攻击之神的雕像都清晰地体现出，到公元前14世纪时黎凡特的文化大量渗透到了爱琴海地区。


 迦南罐子

最能清晰体现黎凡特对爱琴海的经济渗透的考古发现，就是迦南的罐子。如同攻击之神一样，它们无疑都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发展起来的，并在那里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扩散。它们还成为在青铜时代晚期到公元前6世纪时用于运输的标准器。阿尼塔·亚奈记录了来自爱琴海的14个罐子，它们是在墨尼得（Menidi）、迈锡尼、阿尔戈斯、皮洛斯、亚辛、底比斯和锡拉发现的。最早的一个来自锡拉，亚奈认为它属于公元前15世纪，不过正如第六章中提到的，我们如今必须将其年代视为公元前17世纪，这样就会把该形式的发展往前推两个世纪。在位于克里特东边的北部海岸的皮塞拉（Pseira）外发现的迦南罐子的碎片，属于公元前16世纪之后的弥诺斯文化后期一段B的地层。
(226)

 亚奈认为，如果在黎凡特和爱琴海之间存在频繁的商业接触，那么所发现的罐子的数量就是低于预期的。亚奈这样总结道：

总之，这些用于存储的罐子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12个罐子在时间上分布于将近3个世纪中，在希腊的两个遗址发现的罐子占目前所发现的总量的75％。尽管它们是外国的，且来自黎凡特，但是很难在罐子里看到重要的贸易品，例如弗穆尔所说的葡萄酒、油或香料。
(227)

 倘若它们真的是用作存储罐的，那么也就不能再要求能找到罐子中的物品了。这些用于装船运输商品的罐子是在格里多亚角外的沉船中发现的，那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一艘这一时期的沉船，它在沉没前应该是向西航行的。
(228)



这也是“默证”的一个例子。埃米莉·弗穆尔等人的观点符合常识，他们认为迦南的罐子是用来盛放货物的。近来在皮塞拉、克诺索斯、卡托扎卡罗和克摩斯（Kommos）的青铜时代晚期地层中发现的迦南罐子，强化了这种观点。卡什沉船的发现也澄清了这种观点所受到的质疑，这艘船上有超过120个“迦南的双耳细颈椭圆形罐”。罐子所装的东西难以分析，不过清楚的是，一些罐子装了水果，一些装了树脂，包括笃耨香松节油、开心果和乳香。还有一些罐子里有已经风化的有机物，可能是来自封住罐子口的塞子，但是也可能是来自橄榄、无花果或其他水果的杂质，甚至也有可能是来自之前我们假设的从埃及出口的小麦。最令人惊奇的是，一个罐子里装满了塞浦路斯的陶器。因此，它们无疑通常是作为容器使用的，而非仅仅用于盛放液体。
(229)



所有这些罐子的发现都再一次强调了默证的危险。之前挖掘出的14个罐子绝不该被视为代表了运往希腊的大部分罐子。对于只有它们幸存至今的情况，更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即使不是代表着成百上千次航行中使用的数以万计的罐子，至少也代表了数以千计的这种罐子，而那些船只或者没有沉没，或者早已解体，或者尚未被人发现。


 象牙

卡什沉船也运载了一些象牙和两根河马牙。
(230)

 在当时的叙利亚还生活有一些大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就像elephas的埃及词源形式所显示出的那样，象牙和河马牙一样通常来自非洲，具体而言就是来自埃及或经由埃及而来的。象牙并没有经过加工，在克里特东部的卡托扎卡罗也发现了未经加工的象牙，这意味着迈锡尼统治者偏爱他们本地的风格。
(231)



围绕爱琴海风格与黎凡特风格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些争论。埃米莉·弗穆尔声明说：“由于原材料来自东方，［象牙］风格表现出对东方主义的强调。”
(232)

 阿尼塔·亚奈对此并不赞同，而是认为二者在工艺上和主题图案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她主张，迈锡尼人更喜欢凸浮雕，而叙利亚—巴勒斯坦通常采取的是凹线刻或镶嵌的方式。不过，她承认总会有例外：来自提洛岛的动物场景雕刻是凹线刻的，而来自黎凡特的浮雕艺术也不胜枚举。
(233)

 至于主题图案，亚奈承认二者有对应性，不过没有对此过分强调，而是正确地指出：

这一情况引出的问题是要确定影响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中介产生的，而中介可能是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种媒介。第一种情况下的问题是，在一些迈锡尼象牙上发现的东方图案是否源于迈锡尼文明之前的克里特；第二种情况下的问题是，影响可能是通过金属工艺或宝石雕刻之类的另外的领域产生的，而非通过不同流派的象牙雕刻者之间的直接接触。
(234)



这种论述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到了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迈锡尼文明在近东世界里是羽翼已丰的成员，不仅享有文明传承的共同遗产，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如阿尼塔·亚奈指出的，我们看到，克里特的传统本身大量借鉴了埃及和黎凡特的文化。更重要的是，牙雕描绘了狩猎、反抗的狮子和格里芬，这些“希克索斯国际”传统的内容现在成了迈锡尼文明的“本土主题”。不过，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存在进一步的艺术融合，正如法国艺术史学家让—克劳德·布萨（Jean-Claude Poursat）在研究了象牙之后所承认的。但他依据的是发生在塞浦路斯的风格交流，这种交流肯定造成了迈锡尼牙雕对东方的主题的借用；而在较小的范围内，迈锡尼反过来也对黎凡特产生了影响。
(235)



前面引用的考古证据无疑显示，在塞浦路斯的铜于公元前15世纪进入大规模生产后，塞浦路斯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中起到了中心作用。另一方面，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作为横亘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屏风和过滤器，塞浦路斯在雅利安主义和孤立主义考古学家的思想意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东、西方可以进行接触而无须触碰。在我看来，文献和考古证据都显示，埃及人和黎凡特人与爱琴海人交往并对他们造成影响的方式还有很多，反向亦然。


 结论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至少在公元前1470年之后，随着图特摩斯三世掌权后和平的埃及的建立，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形成了密集而影响深远的交流网络。既然存在着诸多有关各方密切接触的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那么在这些世纪里，如果不存在密切的语言、宗教和其他文化的交流，反而会是令人称奇的事情了。而且，由于埃及和黎凡特的文化更为悠久精深，主要的文化流向就极有可能是从地中海东部地区到爱琴海地区，而非相反。

另一方面，证据显示，在公元前15世纪，不仅埃及已经成为埃及，黎凡特已经成为黎凡特，而且希腊也已经成为希腊。迈锡尼人讲的是希腊语，崇拜的是拥有希腊名字的神灵。极有可能的是，在后来的时代里发现的很多希腊的膜拜和神话，都必须要向前推进到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而那正是希克索斯的时代，也就是锡拉壁画所描绘的时代。最有可能的是，就在这个时期，希腊本土的印欧文化吸纳了埃及和黎凡特文化的影响，使得我们所说的希腊文明最终得以形成并自此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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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英雄时代的英雄式终结：底比斯、特洛伊和迈锡尼的陨落（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50年）

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自公元前1500年起统治中东地区的各方力量开始分崩离析。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取得的“胜利”，可能让埃及在黎凡特的影响延长了数十年，但与图特摩斯三世的时代不同的是，这些影响并不持久。米坦尼王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新兴的亚述力量。公元前1280年左右，埃及人和赫梯人处于和平友好的状态下；公元前13世纪的下半叶，赫梯与亚述发生了不少瓜葛。到了约公元前1230年，赫梯的势力逐渐瓦解。当时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发生了一次饥荒，这可能缘于第七章中谈过的那次大范围的气候恶化。
(1)

 赫梯帝国似乎失去了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西南部的控制，这些地区再次出现了独立的势头。特洛伊战争似乎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

在希腊的底比斯，作为原希克索斯王朝最后一代统治者的卡德摩斯人于公元前1250年左右遭到围困，并且在公元前1230年前后似乎被摧毁了。珀罗普斯人的统治并不牢靠，因为当时似乎出现了各方的威胁，包括来自北方的希腊部族、多利安人、波伊奥提亚人和塞萨利人（Thessalian），这些是处在迈锡尼宫殿文明边缘或之外的部族。即使如此，珀罗普斯的国王们看起来还是能够发起一场针对特洛伊的大规模远征，而这场远征可能又召集到了一些西部和南部的安纳托利亚人，以及由色雷斯人组成的同盟军。这场冲突大约在公元前1205年左右结束。

至少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时代开始，一种惯有的观点就是，希腊一直没有从特洛伊战争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不过，事实上，尽管包括迈锡尼在内的很多宫殿和城市幸存了下来并又延续了50年，而雅典等一些城市延续的时间更长，但公元前12世纪的崩溃，从某种程度而言，与埃及记录中所记载的海上民族的迁徙和破坏有关。第一卷中谈到，这些人很多都来自爱琴海地区，并且讲希腊语。
(2)

 荷马借奥德赛之口说，奥德赛参与了一场针对埃及的袭击，而来自迈锡尼的各个城邦和边缘部族的“希腊人”，包括一些与特洛伊结盟的部族，可能都参与了这次袭击
(3)

 。不过有趣的是，多利安人对伯罗奔尼撒绝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发生在公元前1150年以前。这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看到的，是在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后的10年间发生的。海克拉火山似乎对北欧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同时也可能是造成中国商朝灭亡、周朝兴起的因素之一
(4)

 。因此，这次火山喷发与近东青铜时代和迈锡尼文明的最终崩溃之间可能会存在某种不确定的联系。


 柱形印章

在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发现了柱形印章。这是一类重要的近东物品，但在上一章中没有提及。柱形印章从公元前四千纪起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使用，并且在之后的三千年里作为私人和团体财富的标志而被沿用。这些印章由硬石或半宝石制成，似乎还具有某种护身符的作用。事实上，它们经常会被保存几个世纪，这说明了它们的宝贵价值。据说，印章所有人如果遗失了印章，有时还必须向当局汇报。
(5)

 迈锡尼人在黏土上书写，他们也制作并使用效仿东方图案的柱形印章；在迈锡尼还发现了一枚使用了当地石料的未制成的印章。
(6)

 但是，阿尼塔·亚奈正确地指出，它们在希腊并没有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得到广泛使用。
(7)



在这一节中，我想集中论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柱形印章，虽然后两个来源地的印章有时很难区分出彼此。这些来自异域的发现颇为有趣，因为它们具有私人和制度上的价值。它们在特定地方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汉斯—冈特·布赫霍尔茨（Hans-Günter Buchholz）于1967年发布了一份清单，其中包括百余枚在希腊发现的近东柱形印章（亚奈说在接下来的10年又发现了4枚印章）。
(8)

 在那些布赫霍尔茨可以断定年代的印章中，14枚制作于公元前1600年之前［根据我自己的年表推算是在公元前1670年］，36枚介于公元前1600［1670］年和公元前1200年之间，而另外的13枚则晚于这个时间。在某些方面，它们的出处类似于在迈锡尼所发现的物品，尤其是都出现在不见赫梯印章而出现了大量叙利亚或塞浦路斯印章的时期。差别在于这样的事实：没有任何一枚印章是来自埃及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埃及只是在公元前四千纪末的王朝时期之初才使用了柱形印章。其他差别在于，许多印章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来自米坦尼和加喜特王国，这些王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在公元前13世纪的下半叶被亚述人推翻为止。截至目前，规模最大的窖藏要数那些在底比斯的卡德摩恩或宫殿中发现的物品。但是，在讨论这一极为丰富、重要的发现之前，考察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


 波伊奥提亚的底比斯人和腓尼基人的到来

第二章对波伊奥提亚的早期历史进行了一些探讨，想要说明的是，我们应当承认保存在荷马作品和6世纪的神话收集者斐勒库德斯的作品中的传说，即底比斯经历过两次创建。这并非只是因为荣格或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创始论有某种神话需求，而是因为我相信，传说中准确地记载了底比斯的两次真实的创建过程，也就是公元前三千纪由埃及的或埃及化的安菲翁和仄托斯所进行的，以及公元前两千纪由腓尼基人卡德摩斯所进行的。
(9)

 我想再次强调，我并不是想坚称这样的个体曾经存在过，即使他们真的存在过，经过了神话的层层包装之后，我们也已经不可能再从中剥离出任何史实。但是，我相信这些故事确实具有历史的功能，因为它们似乎象征或代表着历史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迁徙和征服确实发生过。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提及的，Kadmos（卡德摩斯）这个名字确实来自西闪米特语qdm，意思是“东方人”和“古代人”。
(10)

 这可以从欧罗巴的派生过程中看出来。欧罗巴是卡德摩斯的姐妹，名字来自闪米特语˂
 rb（西方或夜晚）。
(11)

 标准版本的神话大意是，欧罗巴在她父亲阿革诺耳的推罗王国的海边玩耍。在那里，宙斯看到了她，于是变身为公牛，劝服她骑上了牛背。之后宙斯就驮着她跑到了克里特和西方。欧罗巴的哥哥卡德摩斯和腓尼克斯及其他人奋力追赶，却没能追得上。但是，他们在沿途各个地方定居了下来并建起了城市，所有这些城市后来都与腓尼基人有特别的联系。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卡德摩斯建立的底比斯了。
(12)

 这些故事从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的赫西俄德和荷马时代起就已经存在了。腓尼基人卡德摩斯作为底比斯创建者的有关传说已在第一卷中谈及。
(13)



关于早期底比斯的许多经典的考古报告，使我们认为这些传说有青铜时代起源的信心得以增强。正如古典时代的悲剧所描述的那样，青铜时代晚期的底比斯有7座城门。来自波伊奥提亚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的图像重点描绘了一位皇室人物和一只斯芬克斯，暗示了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或公元前13世纪，当时正值传说中俄狄浦斯统治底比斯的时期。
(14)

 在这个故事中，英雄回答了怪物的谜题，解救了遭到怪物劫掠的城市。由于这些考古发现，也由于流传很广并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传说，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青铜时代的强大传统持续到了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在底比斯的情况尤其如此。因此，赫西俄德和荷马这两位在整体上相当了解此前历史的人，对于公元前13世纪底比斯的最后统治者的描绘几乎可以肯定是正确的。他们说，那些统治者自认为是卡德摩斯人，其祖先来自腓尼基。统治者们的这种想法是否正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既然他们为自己树立了这种形象，再加上或许属于亚非语系的底比斯这个名字出现在了B类线形文字文本之中，那么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就不存在卡德摩斯的腓尼基人征服这个城市或在此定居的可能性。

青铜时代传说的可靠性依赖于许多因素。首先是，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哪个时间点上，可能会出现腓尼基人或西闪米特人迁徙或进行征服的事件。鲁思·爱德华兹指出，一座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聚落延续的时间并不能容纳底比斯历史传说中所记载的底比斯城陷落之前发生的大量活动。
(15)

 另外，我们知道，公元前13世纪该城市使用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因此，再清楚不过的是，任何腓尼基人的统治活动都应该在之前发生，并不能直接与在最后的宫殿中发现的东方物品窖藏相联系。但是，当时在城市中很可能出现了一块黎凡特手工艺者的“殖民地飞地”，这一点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可能的是，腓尼基人的入侵或殖民发生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也就是在公元前1470年之后，当时至少曾有两次破坏。
(16)

 但是，重建并没有留下“东方化”的证据。虽然没有任何考古迹象能证明发生过定居或征服，但这并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加亚人对希腊其他地方的统治也并未留下有形的痕迹。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会期待卡德摩斯人留下了比珀罗普斯人更多的痕迹，既是因为卡德摩斯人据信引入了一些创新，也是因为根据传说记载，他们的迁徙似乎具有更大的规模。

毫无疑问，有更多的迹象表明，在波伊奥提亚生活着讲闪米特语的人；至于伯罗奔尼撒是否存在讲安纳托利亚语的人，就没有那么多支持的证据了。正如第三章所述，除了底比斯这个名称本身及其建造者卡德摩斯和欧罗巴之外，河流名称拉冬以及格菲莱欧伊（Gephyraioi）等也可能具有闪米特语词源。同样，城市名称Thisbe（西斯比）和Thespiae（西斯皮）可能是从胡里安雷神的名字Teššub派生出来的。
(17)

 自17世纪的博沙尔（Bochart）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作为宙斯在底比斯的称号的Elieus，是从腓尼基词语Eliun中派生出来的。毕布勒的斐洛将之翻译为希腊语的Hypsistos（最高）；其在《圣经》中写作˃
 El ˂
 Elyōn。
(18)

 这与底比斯对最高神宙斯的崇拜是完全契合的，并与Hypsistoi城门存在联系。
(19)



另一个名字是Ismenos（伊斯墨诺斯），为河流拉冬的别称，通过对阿波罗·伊斯墨尼俄斯（Apollo Ismenios）的膜拜而与阿波罗相联系。阿波罗作为治愈者的角色与迦南的治愈之神Ešmun有很好的对应关系。闪米特语词根šmn有两个含义：“8”和“胖”或“肥沃”，这很适合指称伊斯墨诺斯河流经的土地。数字8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根据毕布勒的斐洛的说法，Ešmun是7个卡比里人（Kabiroi或Kabeiroi）的第8位兄弟，是神秘地居住于地下的侏儒铁匠。Kabiroi或Kabeiroi这个名称派生于闪米特语kabîr（伟大），这已经被其希腊和罗马的名称Megaloi Theoi和Magni Dei所证实。卡比里人在腓尼基的贝鲁特、波伊奥提亚和萨莫色雷斯（Samothrace）受人崇拜。根据传说，后两种崇拜都涉及了卡德摩斯。
(20)



在名为基塞龙（Kithairon）的山上发生的大屠杀与叙利亚的非常类似，维克托·贝拉尔提出了高山名称Kithairon另一个可能的闪米特语词源，也就是来自闪米特语的词根qṭr，这个词根的Piel形式是qittēr（提供燃烧着的祭品）。
(21)



尽管我承认这些闪米特语词源，但我并不认为它们会使波伊奥提亚变得特别。首先，也存在可能具有埃及语词源的名称，其中可能包括底比斯这个名称本身和科帕伊斯、基菲索斯、阿拉尔克墨涅、雅典以及斯芬克斯山
(22)

 。第二，波伊奥提亚的很多闪米特语和埃及语地名在希腊的其他地方也存在。在第二章中，我讨论了灌溉区的地名并提及了“闪米特语”的名称，例如奥尔霍迈诺斯和拉冬，以及埃及语的名称，例如Peneus这个词，它不仅用于波伊奥提亚，也用于阿卡狄亚和塞萨利。还有其他词语，例如基菲索斯、雅典和哈玛（Harma），以及底比斯这个词本身，在爱琴海的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简而言之，尽管波伊奥提亚地区具有埃及和闪米特起源的名称和崇拜占了很大比例，但这个事实不应当被过分强调，因为它们在其他地方也是频繁出现的。

波伊奥提亚与希腊其他地方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考古证据中。这表明，整体上的波伊奥提亚和具体上的底比斯和奥尔霍迈诺斯，在青铜时代晚期特别繁荣，而科帕伊斯湖和其他湖泊的灌溉工程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扩大。陵墓、宫殿和防御工事都在这一时期富足的基础上修建了起来，大量的贸易往来似乎也非常类似于希腊大陆的其他富裕地区，例如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南部。如前所述，在波伊奥提亚发现了很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波伊奥提亚与克里特有密切往来，特别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时期。但是在迈锡尼时代，克里特对希腊产生了广泛影响。
(23)

 因此，除了宫殿内的东方物品窖藏之外，底比斯的物质文化看起来并不比希腊的其他地方更加“东方”。

同样，尽管可以确信，在青铜时代晚期，底比斯使用了B类线形文字，而希罗多德则告诉我们卡德摩斯字母文字也在这里得到了使用，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两种文字在希腊的其他地方也有所使用。
(24)

 以这两种文字撰写的波伊奥提亚碑文清楚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这里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我们同样难以找到理由去怀疑这种情况在此地的发展要晚于其他地方。因此，总结来说，如果卡德摩斯人来自东方的传统说法具有真实性的话，那么其发生的时间就要早于我们所知道的迈锡尼宫殿时代开始的时间。


 古代年表

认为卡德摩斯定居的时间与达那俄斯定居的时间一样早的想法并不新鲜。帕罗斯碑将卡德摩斯抵达底比斯的时间计为等同于公元前1518年或公元前1517年，而达那俄斯抵达的时间为公元前1511年。
(25)

 但是，正如鲁思·爱德华兹所坚称的，这不是唯一的古代年表。她列出了公元前1世纪的罗得岛的卡斯托（Kastor），他把卡德摩斯抵达的时间认定为相当于公元前1307年。
(26)

 教父尤西比厄斯在他的不同作品中，将卡德摩斯抵达的时间圈定在公元前1455年至公元前1285年的范围之中。他认为达那俄斯抵达的时间是介于公元前1492年至公元前1467年。
(27)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字母表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传到希腊的，并认为字母表是由卡德摩斯引入的，他们倾向于认可较晚的时间，甚至是公元前1313年，据说这个说法出自希腊科学家埃拉托斯特尼。
(28)

 但是，大多数当代的历史学家否定了字母表于公元前两千纪传入的可能性。少数接受定居传说的学者承认这一说法所具有的历史根据，但更愿意把帕罗斯碑文上公元前16世纪的时间与两次抵达的时间相联系，虽然只是因为该时间与古代模式在两次抵达时间和希克索斯人被驱逐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以及他们自己将该时间和青铜时代晚期开端相联系的做法是相契合的。
(29)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学者进行研究时，弥诺斯中期三段的时间还未被改成公元前1730年到公元前1675年间；而我们也还未在本书中提出，希克索斯最早在希腊进行殖民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8世纪而非公元前16世纪。
(30)




 卡德摩斯与字母表

虽然那些认为卡德摩斯于公元前15世纪或公元前14世纪抵达的学者所受到的古代模式的吸引在整体上是非正统的，但是他们同时也接受了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普遍看法，即字母表是在公元前一千纪传入希腊的，具体时间估计是在公元前8世纪。
(31)



我不认同这样的普遍看法。我认为，根据碑文，字母表的传入是在公元前两千纪晚期，而且传入时间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400年，虽然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传入的。因此，尽管我承认以卡德摩斯为代表的活动与字母表传入之间的总体联系，但并不认为应该像研究字母史的厄尔曼（B. L. Ullman）和大卫·迪林格（David Diringer）所做的那样，把卡德摩斯的抵达时间推后。

同样，尽管我认可他们在整体上与古代模式的联系，但是我所做的修正之一就是，将希克索斯人抵达希腊的时间从公元前16世纪他们被驱逐出埃及的时间改成了他们进行广泛扩张的公元前18世纪。字母表传入希腊与希克索斯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得到了传统说法的支持，因为事实是，关于字母表传入希腊的最早记载来自6世纪的米利都的凯克洛普斯，而他提到的不是卡德摩斯而是达那俄斯。
(32)

 两者的关系及其与希克索斯人的联系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因此，有关字母表传播的碑文证据就与希克索斯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扩散的史实以及希腊的传说相吻合了。

在公元前15世纪，继建立我所说的“和平的埃及”之后，迈锡尼的影响扩散到了地中海西部地区、黑海和北欧。这可以解释早期字母表如何传播到了希腊之外的努米底亚（Numidia）和西班牙，以及如尼字母（runes）在北欧和中亚的存在。
(33)

 但是，这些传播很可能发生得更早，而字母表传播到爱琴海的时间肯定会早于这个时期，尽管事实是，历史上认为字母表是在埃及霸权时期（公元前1470年至公元前1370年）传播开来的，并且这种想法非常具有吸引力。由于存在着有关频繁接触的大量证据，尤其是通过贸易进行的接触，字母表之类的方便的文字将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一较晚的时期即使有可能与在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出现的文字的古代性质相吻合，这种吻合关系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卡德摩斯与字母表的联系，并将卡德摩斯置于希克索斯时代，即使这意味着要把时间提前到公元前17世纪或公元前18世纪。


 卡德摩斯与达那俄斯：希克索斯统治者

这也会符合达那俄斯引入了字母表的说法，并与那种认为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之间有联系的强大的传统说法是一致的。在不同的时代，希腊神话收集者阿波罗多罗斯根据至少可追溯至荷马时期的传统故事，认为卡德摩斯是达那俄斯的堂兄弟或兄弟。
(34)

 这乍看起来可能令人颇感奇怪，因为达那俄斯与埃及有明确的联系，而卡德摩斯则是最著名的腓尼基人。在古典时代，也可能在古风时代，卡德摩斯经常会与推罗产生联系。
(35)

 但是，要把这种联系追溯到青铜时代是不可能的。

来自考古学和埃及文本的证据让人们几乎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推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两千纪的初期。
(36)

 为希罗多德提供信息的人说，推罗建于公元前2750年左右。
(37)

 另外，我们知道推罗在公元前两千纪与爱琴海发生过接触。B类线形文字中存在的种族名称Turijo和希腊语形式的Tyros（推罗）表明：这个城市名称引入爱琴海地区的时间要早于公元前1400年。当时其名称是[image: ]
 ，出现于发音从[image: ]
 转变为s之前，发音转变后就产生了腓尼基语中的名称Ṣor。弗里德里希将借词的最晚时间（terminusante quem）推定为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这在后来被美国闪米特语研究专家泽利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和莫兰（W. L. Moran）所证实，他们提出声音的变化发生在约公元前1500年和公元前14世纪。
(38)



无过，在荷马和摩西五经（Pentateuch）的时代，腓尼基的缩影都是西顿而非推罗。
(39)

 另外也有这样的传说，即卡德摩斯来自西顿。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在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毕布勒都是黎凡特最出众的城市。
(40)

 因此，似乎可能的是：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及其家族与推罗的联系应当只能是发生于公元前11世纪或公元前10世纪推罗崛起并获得统治地位之后，而且这种联系，以及他们与西顿的联系，只不过是被用以证明卡德摩斯是腓尼基人。

毫无疑问的是，到古风时代，卡德摩斯与其兄弟腓尼克斯（Phoinix）被紧密地等同了起来，而Phoinix就是Phoenicia（腓尼基）的词源。卡德摩斯其他兄弟的名字分别是基利克斯（Kilix）和萨索斯（Thasos），前者是位于当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基利基亚（Kilikia）或奇里乞亚（Cilicia）的名字来源，后者是爱琴海北部的岛屿萨索斯的名字来源。这些名称，与卡德摩斯的另一个亲戚孟布利阿罗斯一样，清楚地解释了在基利基亚、萨索斯和锡拉岛出现腓尼基的影响的原因——孟布利阿罗斯被认为是在这三个地方定居了下来。
(41)

 卡德摩斯也与受到腓尼基影响程度较深的其他地方联系在一起，包括色雷斯、萨莫色雷斯和罗得岛。所有这三个地方都在卡德摩斯追赶欧罗巴的故事中出现了。
(42)



腓尼基并非是唯一与卡德摩斯起源相关的国家。很多资料都将其与埃及联系了起来。
(43)

 其中一些资料无疑是想在两座名称都为底比斯的城市之间找到联系，而且这些资料是相互吻合的，因为多数都认为他是在埃及的外国人。因此，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均被认为是埃及的外国人，传说中两人的亲属关系以及字母表的发明，让两人具有了相似性。另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联系，例如两位英雄与罗得岛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与林都斯卫城的联系，因为据记载，他们两人都去了那里的雅典娜神庙还愿。
(44)

 关于达那俄斯是来自下埃及的讲闪米特语的希克索斯人这一说法，已经在第一卷中谈及，并在本书第九章中再次提及。
(45)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希克索斯人的活动中能找到两位英雄的渊源。阿布德拉的赫卡泰奥斯于公元前4世纪末写的文章在第一卷中已有讨论，文中明确说明，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都是作为希克索斯的领导者而被从埃及驱逐出去的。
(46)

 如果卡德摩斯是来自埃及的使用闪米特语和胡里安语的希克索斯统治者，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何在波伊奥提亚地区存在很多有关这些语言的地名证据，尽管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发现的，一些地名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存在。
(47)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认为卡德摩斯是希克索斯的领导人，并且是与达那俄斯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人，并不是新鲜的或原创的观点。不少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其中包括埃米莉·弗穆尔、弗兰克·斯塔宾斯、乔治·赫胥黎（George Huxley）、迈克尔·阿斯特等人。
(48)



在重新判定锡拉火山的爆发时间后，我们也需要调整年表，把卡德摩斯人定居的时间定在与达那俄斯人定居大致相同的时间，即公元前18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7世纪早期。因此，这两次活动都与希腊迈锡尼文明的产生相关，这可以解释伯罗奔尼撒地区和波伊奥提亚在青铜时代后期出现的物质文明上的相似性。让底比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出现珀罗普斯人的统治，而最初的王朝似乎一直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都掌握着大权。


 B类线形文字的书写问题

认为闪米特对波伊奥提亚的影响是在公元前18世纪和公元前17世纪伴随着希克索斯人到来的，这一历史方案的困难就来自名称Thebes（底比斯）或Thēbai本身。如前所述，这一名称似乎有可能来自迦南语的tēbåh（大船或箱子），而tēbåh本身来自埃及语tbi或dbt（盒子）。这两者之间经常相互混淆，并与可能有联系的词ḏbз（浮藤、芦苇做的大船）和ḏbзt（棺材、圣坛以及由此而来的宫殿）相混淆。
(49)



问题在于，Thebes或Thēbai在B类线形文字中并没有写成*Tepa，而是写成了Teqa。这就使该希腊城市的名称很难以埃及语的ḏbзt或迦南语的tēbåh为词源。有趣的是，还存在两个可比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basileus，它最初的意思是“高级官员”而不是“国王”，并且它还有一个看似可信的来自埃及词语pзsr（官员或高官）的语源学依据，在公元前两千纪这个词在阿卡德语中被写成了pašia(ra)。但是，它在B类线形文字中的写作qasireu而非*pasireu。另外，有一条希腊河流的名字叫Pamissos，这个名字似乎源于埃及语的Pз mw（水流），这是埃及语中频繁出现的地名元素。但是，Pamissos在B类线形文字中的书写形式似乎是Qamisijo。

我认为，关于上述这些词语，最简单的解释是：认为它们引入希腊的时间，是在希腊语的圆唇软腭音消解，而原始印欧语的发音k消失并根据之后的元音变为p、t或k之后。
(50)

 毫无疑问，当B类线形文字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圆唇软腭音仍然存在于原始希腊语中，现在被书写为以q开头的一系列的符号借用了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也用这些发音表示这些符号。但是，几乎同样清楚的是，B类线形文字的音节表，最晚是在公元前17世纪被用来表示我们如今所说的希腊语的。因此，思想开放的印欧语学者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在谈到以q开头的一系列符号时这样写道：“更难解答的问题是，［被写下来时］被这样标示的声音是否还是圆唇软腭音呢？”
(51)

 人们仍不清楚所发现的B类线形文字泥板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一些可能是早至公元前14世纪。但是，正像我在第十章中所讨论的，我接受帕尔默和尼迈耶（Niemeier）的观点，他们认为大部分泥板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写成的。
(52)



现在，似乎没有人怀疑，在公元前13世纪末之前，u和y之前的圆唇软腭音曾经过了非唇音化，变成了ku和ky。
(53)

 要确定什么时候e和i之前的圆唇软腭音经过腭音化变为te和ti，以及它们什么时候在a和o之前经过唇化变为了pa和po，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kw
 o可以被书写为po，前提是在同一个词汇中还存在另一个圆唇软腭音，这就显示出了一些不稳定性。
(54)

 但是，研究迈锡尼的学者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原来的kw
 在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时期仍然在这些词语中存在。

然而，这一判断的基础似乎非常牵强。圆唇软腭音的存在或其在后期希腊方言中的“非正统”反映无法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时候在B类线形文字所代表的标准语言中消解的。勒热纳已经表明，B类线形文字中o之前的圆唇软腭音标记与*equos（马）中的标记是相同的，kw在此不是一个圆唇软腭音。这一点可以暗示出B类线形文字符号qo的发音是kw
 o。但是，它只是反映出了一种早期的情形，当时拼写规则刚刚建立。另外，在B类线形文字文本中可能还有两种早期唇化的情况。
(55)

 没有有关qa的具体证据。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最初将qa读作唇音的p. 2，但是后来查德威克不再使用这种读法。
(56)

 查德威克否定了两人最初认定的这种词源，不过即使有人支持查德威克的否定，也无法据此说qa听起来是kw
 a。
(57)



语言学家米歇尔·勒热纳（Michel Lejeune）论述说，字母表中缺少代表圆唇软腭音的字母的情况显示出，这些圆唇软腭音是在字母表确立之前就消失了的。根据通常的看法，他认为字母表是在公元前8世纪确立的。
(58)

 但是今天，字母表从黎凡特传到希腊的时间已经被提前到了公元前11世纪，而按照我的说法，该时间是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400年之间。
(59)

 接受这些时间则表示，圆唇软腭音是在公元前11世纪或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消失的。但是情况仍然很复杂，并对我不利，因为我认为字母phi ф源自圆唇软腭音消失之前代表圆唇软腭音的闪米特语qup。
(60)

 在赫西俄德或荷马的记载中没有圆唇软腭音的踪迹，因为他们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但是，如果我对字母表的传入时间估计正确的话，那么荷马或赫西俄德都是依循了可追溯到青铜时代的拼写规则的。这表明在他们的方言中，圆唇软腭音已经消失很久了。

最后，确实存在着一个循环论证，即Qamiso和qasireu的可靠词源是埃及名称Pз mw和词汇pзsr。这两个词被转写为qa而非pa，就符合极其常见的模式。据此模式，外国借词是用很少出现或冗余的符号来记录的。这一惯例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表明该词是外来词。与这种现象类似的是，日语使用不太常用的片假名来标示外来词，现代希伯来语则使用ṭet和quph来标示外来的ts和ks，而非使用标准的tav和kaph。
(61)



这些讨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可以证明Pз mw和pзsr是在希腊语中的kw
 a消失之后，于公元前15世纪或公元前14世纪传入爱琴海地区的。事实上，这契合了这样的事实：词语pзsr似乎只是在埃及第十八王朝才作为官方用语使用。但是，Thebes或Thēbai的名称似乎更为久远。确实，如果我们遵循传统说法，将卡德摩斯人的迁徙与字母表的传入联系在一起，那么前者肯定是在圆唇软腭音消失之前发生的。

Thēbā的名称有时与最早的卡德摩斯人的故事相联系，甚至与更早的安菲翁和仄托斯的故事有关。
(62)

 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传统说法，即最初城市的名称是Kadmeia，而Thēbā是后来的名字。
(63)

 对此，最为简单的解释办法就是，Teqa与tēbåh或ḏbз完全无关。不然也可以辩称说，qa和pa在名称中的使用是任意的，或者认为Thēbā在公元前15世纪或公元前14世纪听起来仍然是外来语，因此才以这种方式加以表示。最后，也可以遵循传统的说法，认为Thēbā是后来的名称。所有这些说明都不能让人满意。但是，可信的闪米特和埃及在宗教膜拜和语言上的深刻影响，以及关于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定居的强大传说，都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而且，人们难以说出此后的殖民情况；在传说中，卡德摩斯、达那俄斯和希克索斯之间也存在复杂的联系，因此，青铜时代中期的结束就成了卡德摩斯到达的唯一可能的时间。

这些早期传说及其合理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许多描写底比斯衰败和陷落的悲剧中都强调了腓尼基人卡德摩斯的由来。这在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女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歌词中唱道：

从推罗的海边，

从腓尼基的岛屿，

我走来……

但今天，猛烈的战火

正在城堡周围燃烧，

鲜红的血液汩汩流出，

底比斯正经历死亡的苦痛，这不是神的旨意！

朋友与朋友一起承受苦难，

如果七座塔楼都倾覆，

我们国家的心脏也会遭到打击，

我们和他们本是一家，

同样都是艾奥的子孙；

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
(64)



后面的一首歌写道：

当卡德摩斯从腓尼基来到这个国家，

一头未驯服的母牛在他面前跳跃……

你啊，宙斯之子厄帕福斯（Epaphos），

我们的祖先艾奥很久以前生下了你，

让我唱一首东方之曲，

用腓尼基人的语言祈祷：

底比斯，是由你的子孙为你创建……
(65)



这些段落不仅强调了腓尼基人是卡德摩斯人的祖先，也强调了后者与艾奥后人达那俄斯之间的联系。


 卡德摩恩的财宝

如果公元前13世纪的底比斯统治者们相信他们的祖先是腓尼基人并具有正统性，这是否会影响他们与近东的实际接触呢？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事实上底比斯人如前所述基本上是迈锡尼人，但是在底比斯城中及城市周边发现了相当多的黎凡特物品。例如，从城外一个随葬品丰富的青铜时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个迦南花瓶。
(66)

 而更为轰动的是在卡德摩恩或在底比斯宫殿本身发现的物品。物品中包括两个象牙宝座腿，这在爱琴海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同时还有非比寻常的柱形印章藏品。这些柱形印章以及一些爱琴海印章、玛瑙、缟玛瑙和天青石珠宝等发现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地层中。尽管不能确认它们是属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1还是三段B2，但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们似乎是在宫殿最后被毁时埋起来的，或许是在公元前1230年左右。在卡什的沉船上发现了120件迦南的罐子，在一处地点发现了38枚柱形印章；而此前在爱琴海地区进行的所有发掘工作中，一共只发现了60枚印章。联系到这些再看这一发现，足以让那些相信现代发掘的物品数量能够决定古代物品的数量的人停下脚步好好思考。

在腓尼基的卡德摩斯宫殿卡德摩恩发现的东方印章让人感叹不已，并引发了更多的漫想。有人认为，它们代表着卡德摩斯本人的入侵，或是证明了在希腊存在一座迦南甚或是巴比伦的城市。
(67)

 尽管这样的论述未免夸张，但印章确实显示出，希腊与黎凡特之间的联系比我们之前通常认为的更为紧密。

考古学家康妮·朗布鲁—菲利普森曾有力地辩称，宫殿中的珍宝来自黎凡特工匠的作坊。她指出，11枚柱形印章有“磨损”或被刻意打磨过，其中1枚印章似乎表现为最早的迈锡尼设计样式。
(68)

 但是，她同时也指出，珠宝和黄金制品体现出的其他工艺，就她所知在爱琴海地区属于难得一见的工艺，比如在珠宝中镶嵌天青石、金线，还有在金属物品中镶嵌金和乌银。她自己也承认，在爱琴海地区存在一些这类技术的其他实例。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黎凡特的工艺更好，出现的时间也更早，在毕布勒尤其如此。几乎可以肯定，黎凡特是它们在爱琴海地区得到应用的源头。
(69)



朗布鲁—菲利普森也注意到了宝座腿上的象牙雕刻，这在爱琴海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表明，这里曾存在一群从事黎凡特象牙家具组件雕刻的工匠们，这一雕刻流派盛行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期间。
(70)

 在她列举的最新的近东技术成果范例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卡德摩恩与象牙藏品共出的铁钻。当时，爱琴海地区是缺铁的。但她强调说，铁在黎凡特得到了使用。
(71)

 尽管康妮·朗布鲁—菲利普森没有能够证明在底比斯存在一个黎凡特工匠的殖民飞地，但她的说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或者说至少是证明了这里存在一些独立的黎凡特工匠。这些假设都颇为符合B类线形文字名称中有关存在近东人的证据。另外，朗布鲁—菲利普森还明确地指出了青铜时代晚期的奢侈品制造者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这正是可以从其他考古证据，特别是卡什沉船的考古发现中推想到的。


 与加喜特的联系

在卡德摩恩发现的一些印章已经磨损，但也有一些印章保存完好。从这些保存完好的印章中，我们可以获得相当多的信息。印章中的7枚是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在塞浦路斯或叙利亚制造的（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的制造风格很难区分开来）。另外4枚印章最初雕刻制作于其他地方，但于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在塞浦路斯或叙利亚重新进行了雕刻。
(72)

 此外还有1枚赫梯的柱形印章。尽管它来自“赫梯世界”，一些特征却使它有别于纯粹的赫梯风格。事实上，这枚印章与在乌加里特发现的叙利亚北部卡尔凯美什一位官员的印章非常接近。因此，它很可能是来自公元前13世纪被亚述人占领的科马基尼地区。
(73)

 有8枚古巴比伦尼亚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印章，它们制作于公元前两千纪初或更早的时期，其中2枚在塞浦路斯重新进行了雕刻；有3枚印章来自伊拉克北部的米坦尼，制作于公元前15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4世纪，显示出了本土特征和埃及化的影响；另外还有2枚印章具有杂合的风格，但可能来自亚述。
(74)



藏品中最出众的是巴比伦的加喜特国王时期的柱形印章，其中一些用最纯的天青石制造，制造时间是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
(75)

 值得一提的是，加喜特人是从东北征服巴比伦尼亚的民族，征服的时间与公元前18世纪希克索斯征服埃及的时间基本相同。
(76)



古代印章专家艾迪斯·鲍腊达用了很长时间对这些柱形印章和这一窖藏的重要性进行了认真思考。除了指出它们显示出制作工艺的复杂精细之外，她未能发现这些塞浦路斯印章的特别意义。然而，她对加喜特印章的看法以及对这些印章如何来到底比斯的解释是详尽且令人颇感兴趣的。

在阿马尔奈的埃及外交文书中，有一封加喜特国王布尔那—布里亚什二世［（Burna Buriaš II）公元前1375年—公元前1347年］写给阿克那顿（公元前1381年—公元前1364年）的信。信中写道，写信人要送给法老1迈纳（mina）的天青石。
(77)

 迈纳是美索布达米亚的重量单位，1迈纳约为510克。鲍腊达认为，1迈纳天青石是一件可以接受的礼物，这可以为另一项发现所证实，即迈纳是在加喜特时期的尼普尔（Nippur）神庙文献中列出的许多瓶罐的重量。
(78)

 她和发现这些文物的另一位考古学家艾维·图罗帕（Evi Touloupa）称量了出于底比斯的加喜特印章，发现其重量是496克。鲍腊达相信这一重量非常接近1迈纳。如果认为古代近东的君主会对关乎重量的事情随随便便，显然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有1枚印章丢失了，所以出现了重量的缺失。不过我们也不应忘记，印章的重量可能会在磨损中减轻。

鲍腊达坚持认为，这样高级的加喜特印章不会用于个人需求，而是特别敬奉给神灵的。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她仍推测这些印章曾被供奉在巴比伦的马杜克（Marduk）神庙，对马杜克的膜拜在那个时期已经很中心化了。她的间接证据是，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辛那赫瑞布（Sennacherib）和阿萨尔哈东（Esarhaddon）或许就把加喜特柱形印章用于供奉，而在这之前5个世纪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曾对一些印章进行过重新刻写。她也指出布尔那—布里亚什二世的儿子曾在恩利尔（Enlil）神庙供奉了一块天青石。
(79)



无疑，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在征服巴比伦、推翻了加喜特统治者之后，劫掠了巴比伦的马杜克神庙。另外，鲍腊达向人们展示出，当时对战利品的分配是花了一番心思的。
(80)

 根据以上所述，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底比斯发现的加喜特印章是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于公元前1235年左右征服巴比伦时从巴比伦的马杜克神庙夺取的，之后它们被出售或赠送给了希腊城邦的统治者们。

那么对于底比斯的印章又该做何解释呢？鲍腊达完全了解公元前1240年的赫梯协议，前面提到过，该协议旨在封锁阿希亚瓦（亚加亚人）与亚述之间的贸易。
(81)

 但她不知道，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的印章使用了来自劳利昂的铅块，而这显示出此类贸易在封锁之前、之中或之后的重要性。
(82)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阿希亚瓦的基本战略是反赫梯的，这就解释了亚加亚人为什么会与赫梯的主要敌人埃及在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达成友好协议。这一原则似乎也延展到了公元前13世纪中叶亚加亚人与赫梯的新敌人亚述的关系中。


 底比斯的衰亡

但是，若想用阿希亚瓦与亚述的联盟来解释底比斯的加喜特印章，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公元前13世纪，卡德摩斯人的底比斯似乎是阿尔戈斯地区的珀罗普斯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统治者被普遍认为是赫梯人所说的阿希亚瓦国王。在留存下来的赫梯文献记录中找不到关于阿希亚瓦王国内部不同势力的记录。不过上文已经提到，把阿希亚瓦国王的名字从图达利亚斯四世［（Tudhaliyas IV）约公元前1265年—公元前1240年］的文献中删除的原因可能是内部斗争。
(83)



如果加喜特印章不是在阿希亚瓦的对手底比斯发现的，而是在所推定的阿希亚瓦的首都迈锡尼发现的，我们就能更容易地从外交角度对之进行解释。如果是在迈锡尼发现的印章，那么最好的解释似乎就是，它们是开展贸易的结果，在阿提卡的金属运往叙利亚服务于亚述市场的过程中，底比斯或波伊奥提亚的船只可能起了一些作用。鲍腊达的方案似乎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认可她的方案是有效的假设，那么尽管这种假设建立在大量的推测之上，但它还是提供了底比斯的阿尔戈斯势力衰亡的时间，或者说至少提供了底比斯宫殿覆灭的时间。

萨兰蒂斯·西米奥诺格鲁在对底比斯的整体研究中，把这个时期定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1末期的陶器时期。根据本书提出的纪年法，这应该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
(84)

 但是，在他之前对宫殿的研究中，他也说过存在一些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2的因素，并指出“比这晚一些的时间也是可能的”。
(85)

 加拿大古典学家罗伯特·巴克（Robert Buck）在《波伊奥提亚史》（A History of Boeotia）中同意萨兰蒂斯的第二种观点，同样认为宫殿的最终毁灭是在“接近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末期”。
(86)

 按照本书的年表，这一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220年左右。

《剑桥古代史》认为巴比伦加喜特王朝的陷落时间是公元前1235年。鲍腊达指出，在卡德摩恩发现的印章上的打磨痕迹，看起来时间并不是太久远，似乎可以暗示出它们在底比斯的时间并不长。我们无从得知，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是以多快的速度处置他洗劫到的财物的，也不知道那些财物是以多快的速度或多直接的方式从巴比伦运到了底比斯，有可能还要突破赫梯的封锁。不过，所有这些活动不太可能会在5年之内完成。因此，底比斯的衰亡似乎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230年至公元前1225年之间。如果正如传说所强调的那样，在那之前一个世代，有7位英雄对底比斯发起了战争（希腊戏剧中存在大量有关这种传说的描写），那就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
(87)

 以这两个时间点为根据，我们可以开始研究特洛伊战争可能的发生时间。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特洛伊的历史。


 特洛伊历史概述

特洛伊位于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南端，船只在此必须停留，等待南风吹起才能起航，向北逆流而上通过马尔马拉海和黑海。这赋予了特洛伊城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众所周知，在青铜时代曾经有过7座特洛伊城，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纪的青铜时代早期开端。在第五章中，我探讨了米特·拉辛纳碑文中的˃
 Iwзἰ是指(W)Ilios或特洛伊的可能性，这一地点在考古学上曾被称作特洛伊V。特洛伊V在公元前1900年随着文化变迁而被取代，当时该地区被色梭斯特里斯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门农］的军队所征服。
(88)

 我们也在第十章中看到，大多数人都相信，在进献给法老的阿蒙诺菲斯三世雕像的底座上，Wзἰwry是以(W)Ilios来表示的。但是，人们的分歧在于，这一名称和其他名称是指一次单独的埃及远征，还是在埃及新王国较早的时期就已经使用了。
(89)



在考古研究中，由进口的迈锡尼陶器所标示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1（公元前1470年至公元前1415年）是特洛伊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特洛伊与希腊来往密切。
(90)

 在公元前14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点，特洛伊可能因地震而被摧毁，但是很快，一座新的特洛伊（VII）就被建立起来，之后这座城市与希腊的联系似乎就不多了。
(91)

 这种疏离可能是赫梯的影响加深的结果。

在此之前，我们应当考察一下有关特洛伊与维萨（Wilusa）最早的接触的记录——国名维萨和Taru(ú)isa被普遍认为是指伊利奥斯（Ilios）和特洛伊，并在赫梯的文献中保留了下来。
(92)

 最能为我们提供信息的文本是赫梯国王穆塔瓦里斯（Mutawališ）和维萨的国王阿拉克桑都斯（Alakšanduš）于公元前1300年之前签订的条约。
(93)

 著名的赫梯研究专家汉斯·古特伯克是这样翻译条约开头的几行字的：

自从我的祖先拉巴尔那在很久以前征服了阿匝瓦的所有土地［和］维萨的土地之后，阿匝瓦变得跟我们敌对起来，而维萨也背叛了赫梯。这已经是过往之事，我不知道始自哪个国王在位之时。（但是即使）他们已经［背叛］赫梯，但他们（其人民）仍与赫梯人民友好相处，并不断派来［使节］。当图达利亚斯来到阿匝瓦时，他并没有进入维萨。我们仍然和平相处，并不断接待来使。
(94)



拉巴尔那在位于公元前18世纪或公元前17世纪时，而宗主国地位的丧失可能是在赫梯古王国崩溃之后发生的，对此穆塔瓦里斯并不知情。赫梯古王国在该世纪下半叶受到了胡里安人在哈梯（赫梯人的国家）东部施加的压力。文中提到的图达利亚斯可能是指图达利亚斯二世，前面已经提到，他于公元前1430年左右打败了阿匝瓦联盟。讲述公元前14世纪的关系的文本严重受损，但是赫梯与阿匝瓦的争斗似乎在继续，直到阿匝瓦于公元前1340年左右被摧毁为止。赫梯与维萨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可能为维萨提供了保护，使其免于受到邻国伤害。
(95)



赫梯对维萨的宗主国地位，似乎在公元前14世纪末穆塔瓦里斯和阿拉克桑都斯订立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人们普遍认为：Drdny（古代达达尼亚人，特洛伊的亲密盟友）的分遣队就是来自维萨的，他们曾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第5年，即公元前1300年左右在卡迭什战役中与穆塔瓦里斯共同作战，对抗拉美西斯二世。
(96)

 随后，埃及似乎就不再与这些地区的事务有关联了。

公元前13世纪中期赫梯国王所写的所谓米拉万达文书，可能是由图达利亚斯四世（约为公元前1265年至公元前1240年）写给在米拉万达/米利都或邻近地区的封臣的。根据这封信的内容，这位封臣是在庇护被推翻的维萨统治者瓦尔姆斯（Walmus）。赫梯国王让他护送瓦尔姆斯，这样就能让瓦尔姆斯重新获得王位并使维萨成为他的附庸国。
(97)

 这一点，正如伊塔马·辛格（Itamar Singer）颇有道理的论点一样，标志着赫梯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直接影响的终结。
(98)



在青铜时代晚期，特洛伊属于安纳托利亚陆地强权和爱琴海海上霸权之间的冲突地带，前者通常以赫梯为代表，后者以希腊著称。公元前15世纪之后，希腊被赫梯人称作阿希亚瓦。我们知道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二段后期和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开始，直到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初期，也就是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公元前1350年左右，存在着对迈锡尼陶器的大量进口，这表明两者的关系密切。埃及文献也显示出埃及与Wзiwry和阿匝瓦在这一时期存在着联系。
(99)

 整个图景有些令人费解，因为就是在这个时期，图达利亚斯二世于公元前1430年左右击败了阿苏瓦联盟。一些学者认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2时期对迈锡尼陶器的进口有所减少，或许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100)



不论如何，人们发现的属于特洛伊VIIA时期的希腊陶器数量大幅减少。因此就存在这样的可能：特洛伊VIIA尽管没有像特洛伊VI一样在大火中毁灭，却也经历了崩溃和再建，原因可能是政权更迭，以及与赫梯之间的平衡被打翻了。这可能是与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二世征服安纳托利亚西部并摧毁阿匝瓦同时发生的，时间是这位国王在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340年左右，有迹象显示这些事件都与赫梯和维萨的联盟有关。
(101)



人们所说的“塔瓦加拉瓦斯信件”今天被普遍认为是由哈图西里三世于公元前13世纪写的。但是，早期的学者将这封书信的撰写人推定为穆尔西里二世，这种推论的神话基础已经在前面提及。
(102)

 倘若如此，那么信件中所提及的赫梯和阿希亚瓦争夺维萨的战争以及之后对此的和平解决，就应当是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下半叶，即特洛伊VI末期和特洛伊VII初期。
(103)

 如果认可这种相关性，那么和平解决的结果似乎就是有利于赫梯，或至少是不利于阿希亚瓦的利益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泛安纳托利亚”联盟在该世纪末通过卡迭什战役得到了巩固。

尽管在特洛伊VIIA时期缺少希腊陶器，但是这个时期特洛伊城中无疑出现了强大的希腊影响。据推测，这种影响在过去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学者认为，与穆塔瓦里斯签署条约的统治者阿拉克桑都斯的名字Alakšanduš，是由希腊语Alexandros（亚历山德罗）的赫梯正字法得出的。
(104)

 印欧学者卡尔弗特·沃特金斯（Calvert Watkins）也指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还有个名字叫亚历山德罗。赫梯学家拉罗什从卢维语名字Pari-LU或Pari-zitis Pari（人）中得出了Paris的名字。
(105)

 沃特金斯认为这一名字与希腊语的Alex-andros或Alex-‘man’是并行的。
(106)

 Pari(ya)似乎一直是某家族的名字，而拉罗什和格奥尔基耶夫则各自独立地从Pariyamuwas中得出了Paris的父亲Priamos（普里阿摩斯）的名字，这在奇里乞亚得到了验证。
(107)

 这种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荷马可能并不是随机地给很多特洛伊人起了希腊名字，这些人本身可能就有希腊名字。因此，尽管特洛伊并不像南方的米利万达/米利都那样希腊化，但我们有理由认为，特洛伊作为一个贸易之城，反映了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和爱琴海的深刻的文化影响。

公元前1230年左右，赫梯似乎受到了安纳托利亚中部饥荒的严重威胁，似乎也有可能失去了对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控制。
(108)

 因此，在荷马史诗中并没有提及赫梯，而《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特洛伊联盟的地理范围或许就反映了现实中的情况。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赫梯王国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覆灭，而是因为在它公元前1235年左右失去了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南部的控制。而特洛伊联盟据记载正是在这些地区与色雷斯形成的。
(109)

 因此，特洛伊战争完全可以被视为希腊试图抢占赫梯势力衰退留下的权力真空而做出的努力。


 特洛伊战争的时间

在过去的50年中，瑞典学者弗鲁马克就迈锡尼陶器给出的权威的年代学结论，一直让试图推定特洛伊战争发生时间的人们感到困惑。他的著作《迈锡尼陶器年表》（The Chronology of Mycenaean Pottery
 ）是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写就的，这正是考古学实证论和德国的影响处于高峰的时期。书中将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开始时间界定为公元前1300年，结束的时间界定为公元前1200年。
(110)

 学者们则使用这一时间框架去推定特洛伊VI和VII的时间。特洛伊VI时期的迈锡尼陶器大多来自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但也存在着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的一些“元素”。
(111)

 按照弗鲁马克的时间推定，特洛伊VI的终结大约是在公元前1280年至公元前1275年间，这比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城陷落（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70年）的时间提前了太多。因此，学者们普遍倾向于接下来的特洛伊VIIa，认为该城市就像荷马叙述中的那样，是在大火中被摧毁的。发现的为数很少的特洛伊VII时期的迈锡尼物品来自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少数陶瓷碎片则来自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C。
(112)

 依据弗鲁马克的年表，特洛伊被摧毁的时间就会推迟到公元前1180年。这一年份符合传统纪年中的较晚近的时间。但是，由于爱琴海文明的崩溃始自公元前1200年左右，我们很难明白，如此强大的远征怎么可能开始得如此之晚。

荷马的故事所描写的两次毁灭都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使得那些认真对待古代资料的学者大为困惑。由记者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主持的颇受欢迎同时极具知识性和思想性的BBC电视系列节目，就反映了这种令人痛苦的困惑。
(113)

 另一方面，这些困难对于M. I.芬利等怀疑论者则颇有助益。他们从考古学界的困惑出发，对特洛伊战争的史实性，进而对所有希腊传说的史实性都提出了质疑。
(114)



陶器时期年代的提前使得这一情况现在变得更为直接明了，其原因与特洛伊战争无关。如前所述，本书所采用的陶器时期年表把特洛伊VI的陷落界定为公元前1340年左右，这与穆尔西里二世在安纳托利亚西部重建赫梯势力的时间非常契合；而特洛伊VIIa是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C开始之后不久就被摧毁的，这里认为是在公元前1220年左右。因此，根据考古学提供的证据，特洛伊被围似乎应该是发生在那一时期与公元前1200年之间。

这样的时间推定也符合埃及的有关记载，也就是海洋民族于公元前1231年左右（麦伦普塔赫法老在位的第五年）对埃及发起的一次重要入侵。入侵者的联盟包括ἰḳwš和Trš，前者几乎可以肯定为亚加亚人，后者则是在希腊文献中被称为Tyrsenoi的民族，或许是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
(115)

 这些民族几乎可以肯定都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因此应当属于对抗希腊的特洛伊联盟。这样来看，该联盟是不可能在特洛伊战争开始后形成的。界于公元前1220年至公元前1210年左右的时间，则非常符合传统上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70年的时间范围。这也使得荷马史诗中描述的那种大规模远征策划变得可能。这样的时间范围将把特洛伊VIIa的持续时间延长到120年以上，并且使其规模远远超出人们有时假设的“占用者的营地”。另外，如上所述，在特洛伊VIIa之上发现的灰烬层和烧焦的物质，符合传说中对特洛伊毀于大火的描述。

毫无疑问，荷马史诗的一些内容具有民间传说的性质。例如，塞勒斯·戈登为故事的很多方面找到了可信的乌加里特传说来源，包括为了被夺走的新娘围困城市的故事。
(116)

 埃米莉·弗穆尔同样指出，很多描述所涉及的战术在公元前13世纪已经不再使用，而且一些诗文只有在“前迈锡尼”的方言中才能被正确地理解。对此，埃米莉·弗穆尔的解释是，它意味着围困远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结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可能发生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或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二段。她认为围困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4世纪早期。清楚的是，虽然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A的确标志着迈锡尼与特洛伊交往的高峰期，但是她并没有充分的考古学证据来证明希腊摧毁了这座城市。
(117)

 更有可能被接受的假设就是，在荷马或（如马克·吐温所言）与荷马同名的其他人于公元前900年撰写《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他在整体上取材于迈锡尼叙事史诗中的传说故事，有关特洛伊的内容也是一样。这倒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公元前13世纪之前的元素。

沃特金斯已经发现了对卢维语叙事史诗的参考，特别是在对特洛伊城的描述之中。史诗叙述的开端就是：“当他们从陡峭的维萨来到这里。”这明显类似于荷马笔下“陡峭的伊利亚特”。
(118)

 这种相似性令人惊异，并且对城市的很多称谓和描述也可能是指特洛伊VI而非特洛伊VIIa，但这并不会有损战争本身的可信度。虽然与其他很多史诗一样，《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包含了大量无关的元素，其中一些元素要比特洛伊VIIa的毁灭早几个世纪，但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一故事的核心。因此，调动大批希腊军队于公元前1210年围困并最终攻陷特洛伊，就考古学而言似乎是有史实依据的。

如果否认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的史实性，对于那些没有得到更好证实的传统故事的可信度，就必然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不过，再次确立史实性就不会具有这么戏剧化的影响。特洛伊战争对于古代史学的重要意义远远大于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的殖民。即使如此，确认特洛伊战争的史实性的确可以增加其他希腊传说的可信度，包括卡德摩斯和达那俄斯的殖民。


 底比斯和特洛伊

上文谈到，根据考古学证据，底比斯的毁灭发生于公元前1230年到公元前1225年间，特洛伊的毁灭则发生于公元前1210年左右。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文学证据。《伊利亚特》第二卷中有一份“船只目录”，记载了被派去参加阿伽门农远征军的分遣队名单。就连那些持有极端观点、认为荷马史诗只是口头创作的人，都相信这份记录即使不是基于迈锡尼的资料，也是基于某种古老的资料的。
(119)

 “船只目录”从波伊奥提亚的船只开始，并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鉴于这种描述的详尽程度，一些学者认为史诗或其原型就是在那里写就的。船只描述中没有提及卡德摩斯人，而Hypothēba（下底比斯）尽管被描述为“修建得良好”，却没有特别的重要性，更不用说统领地位了。
(120)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文本是在卡德摩斯的底比斯毁灭之后出现的，或者说似乎有意地表现为是在卡德摩斯的底比斯毁灭之后出现的。

要确认这份记录的可信度，难点之一来自“波伊奥提亚人”这个名称本身。正如第二章中所述，波伊奥提亚人被认为是居住在塞萨利的部落，他们被迫离开家园进入“波伊奥提亚”。
(121)

 修昔底德将这一迁徙的时间界定为特洛伊战争结束约60年之后。
(122)

 这样一来，该时间点就应该是在公元前1150年左右。虽然修昔底德明确地说迁徙发生在更晚的时间，但是这样的时间点对于发起一场对特洛伊的远征而言实在是太晚了。一些学者试图避开这一点，假定说历史上存在两次波伊奥提亚人的迁徙。
(123)

 另外，这也使得底比斯的陷落与特洛伊的陷落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因而不足为信。但是，与“波伊奥提亚人”出现在“船只目录”中是一种时代错误的说法相比较，这种解释看起来更没道理。在近期的论文中，考古学家和古代历史学家约翰·福西（John Fossey）争辩说，“波伊奥提亚目录”包含了迈锡尼和古风时代的材料，因此他主张，荷马的数字指示出了晚期部落的结构。
(124)

 我并不认为《伊利亚特》是在古风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以后）完成的，然而荷马似乎很可能受到了公元前900年的社会的影响。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在青铜时代的波伊奥提亚存在着波伊奥提亚人。波伊奥提亚人与“牛”（bous）有紧密联系，这与我对Minyan（米尼安人）这一名称的解释极其相似。米尼安人是在波伊奥提亚居住的另一种族的居民，该名称就是从埃及语的mnἰw（牧羊人）演变而来的。两个名称都很适合波伊奥提亚的肥沃平原和沼泽地，而Boiotian（波伊奥提亚人）这一名称也很可能是对mnἰw的仿造。
(125)

 这并不是要去否认修昔底德对部落迁徙的描述，而只是质疑其命名法是否正确。

不论如何，对于两次围城间的紧密联系的反对，似乎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而其他传说故事实际上也显示出，这两次围困是在同一世代发生的。荷马坚持说，在特洛伊的狄俄墨得斯（Diomedes）和他的伙伴斯忒涅罗斯（Sthenelos）参与了最终摧毁底比斯的战斗，而他们是堤丢斯（Tydeus）和卡帕纽斯（Kapaneus）之子，此二人参与了第一次底比斯之战，对手是底比斯的波吕涅克斯（Polyneikes）。
(126)

 荷马的很多人物谱系明显都是具有神话色彩的，但这一陈述具有相当明显的历史细节。赫西俄德于公元前10世纪时可能已经暗示了两次毁灭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在《田功农时》（Works and Days
 ）一书中这样描述迈锡尼文明的终结：

但是，当大地覆盖了这一代人［青铜时代人种］之时，克洛诺斯（Cronus）之子宙斯造了第四代人，让他们在肥沃的大地上生存，这代人更为高贵正直，乃是神一样的英雄人种，被称为半神。他们是在我们之前的种族，遍布广袤无际的大地。残酷的战争和可怕的战役夺走了一部分半神的生命。一些半神为了争夺俄狄浦斯的羊群，在卡德摩斯的土地上阵亡于具有七座城门的底比斯；还有一些半神，为了秀发浓密的海伦乘船穿过宽阔的海湾洋面，抵达特洛伊进行战斗。在特洛伊，死亡的结局吞没了这些半神。
(127)



我们难以确定这两次战争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不过很有可能的是，阿尔戈英雄和亚加亚人最终战胜了早期的“希克索斯”王朝，这助长了他们征战海外的野心。当然，如上所述，起到更大作用的可能是赫梯势力的衰微。


 迈锡尼文明的崩溃

如果特洛伊战争是在公元前1220年至公元前1210年之间发生的，那么这一战争就标志着青铜时代文明的终结。甚至在此之前，传说也表明多利安人已经发起了对希腊南部的攻击。埃及碑文描述了海洋民族的强大攻势，包括Prst、Ṯkr、šklš、Dnn和Wšš在内的民族于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第8年（约公元前1190年左右）在陆上和海上发起了进攻，这在第一卷中已经提及。
(128)

 埃及人认为，这次事件无疑摧毁了哈梯、Qode［奇里乞亚］、Karkemesh［幼发拉底河上游］、阿匝瓦和阿里沙（Alashia）。
(129)

 尽管如同第一卷中所论述的，希腊参与了海洋民族的入侵，但迈锡尼的城邦未能长久地躲过危机。

最近在卡什沉船和其他地方的发现都更清楚地表明：迈锡尼的宫殿及其经济与近东联系紧密。我们知道，在底比斯陷落和特洛伊战争之后这类贸易仍然在继续开展。格里多亚角的沉船、船上的叙利亚船员以及金属和金属制品等国际货物，虽然在规模上不能与卡什沉船比肩，但它表明，在其于公元前1200年之前不久沉没之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仍在进行。
(130)



另一些能够证明贸易持续进行的证据，是阿提卡东部佩拉提的墓地内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年代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B/C直至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C。在属于最早地层的随葬品中发现了第十八王朝末代国王霍伦海布（Horemheb）时期（公元前1348年至公元前1320年）和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公元前1304年至公元前1237年）的若干圣甲虫饰物。
(131)

 把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C的开始时间重新界定为公元前1220年左右，这就使得拉美西斯二世的圣甲虫饰物几乎与这一时段同时，因此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进口并被埋葬的。同时，随葬品中还出有埃及神贝斯的雕像、鳄鱼纹彩陶以及两件米坦尼的柱形印章。
(132)

 我们无法判定出这些物品是通过贸易还是通过抢劫得来的，但通过贸易获得似乎更具备可能性，因为墓葬临近劳利昂的铅矿和银矿。总之，这些随葬品显示出，希腊和近东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12世纪。

但是，围困底比斯和特洛伊具有象征意义，正如赫西俄德和修昔底德特别指出的，它们标志着英雄时代的结束。在那之后，希腊可能就发生了动荡。
(133)

 同时，一些强有力的证据也显示，在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三段C开端的陶器时期，出现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剧变。第七章和第十一章中已经提到了这些变化，它们似乎还包括希腊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大幅缩减。希腊西部的人口缩减并没有那么急剧，对此不少学者也做了比较有道理的解释，例如这些地区雨水充沛，轻易不会受到干旱的影响。
(134)

 同时，在聚落模式上也出现了变化，分散的房屋或房屋群的模式变成了“核状”中心式的村落。这种转变普遍与社会的不稳定性和萧条的经济形势有关。总的来说，考古证据显示出，此前繁荣的专业化的农业和制造业社会转变成了退步很多的自给自足型经济。
(135)



很多学者将这一转变与同一时期地中海东部的贸易衰退联系起来。
(136)

 上一章中提出的论点，解释了谷物从埃及出口到爱琴海的原因（至少是为了减轻饥荒带来的损害），也增加了这一假说的精确度。
(137)

 但是海洋民族的不断突袭造成埃及势微，使其不得不终止贸易上的支援，海上交通也变得日益危险。这反过来又至少使希腊东部地区容易在不可避免的干旱之后遭受饥荒。因此，迈锡尼的城邦被迫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状态。

但是，迈锡尼的宫殿似乎又继续存在了两个世代。它是在特洛伊陷落60年之后才被北方的希腊部族推翻的。这些希腊部族以多利安人最为著名，也包括塞萨利人和波伊奥提亚人。这些活动以某种方式明确地与海洋民族的入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他们于公元前1190年左右发动的入侵。但是，他们似乎也与迈锡尼城邦的衰落有关。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公元前1150年左右的入侵是在公元前1159年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之后很快便发生的。据我们所知，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对欧洲西北部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也对伊朗高地的埃兰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因此，有可能是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造成了短期的气候异常，从而引发了这些最为强大的部族的活动，最终摧毁了迈锡尼的城邦体系和宫殿。
(138)



因此，迈锡尼文明的崩溃似乎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第一，迈锡尼受到了在底比斯和特洛伊发生的当地战争的巨大破坏，以及之后记载于史诗和悲剧故事中的迈锡尼王朝宿敌的攻击。第二，在公元前1190年左右海洋民族入侵之后，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文明崩溃了，并导致缺少必需的食物供给来支撑食物匮乏的经济。第三，公元前1150年左右出现了北部希腊部族的迁徙，这可能是由海克拉火山喷发带来的灾难所引起的。无论如何，公元前1150年标志着本书所关注的希腊青铜时代的终结。


 结论

本章讨论了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事件，它们将底比斯与亚述和巴比伦联系在一起，并把迈锡尼文明基础上的阿希亚瓦与安纳托利亚中部、叙利亚和埃及联系了起来，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在整个中东和地东海东部地区广泛存在的密集的贸易和外交网络。矛盾的是，我们只是对该时期了解甚多，因为最终导致迈锡尼文明崩溃的各种破坏事件都被记录在了留存至今的文献资料和物品中，但是更早的时期并没有留存至今的文献资料和物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具有这样深远意义的网络在早期不曾存在。至少在公元前1470年之后应该存在这样的贸易和外交网络，当时图特摩斯三世似乎建立了“和平的埃及”。迈锡尼的希腊晚期的繁荣社会似乎就是因这一埃及霸权而兴起的，而且它们毫无疑问是在同一时期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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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卷旨在说明，来自青铜时代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为下面这两种假想提供了支持。首先，埃及和黎凡特在青铜时代对爱琴海地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次，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作家在谈到埃及和腓尼基对希腊的殖民时，非常清楚自己是在说些什么。我相信这一目的已经达成了。但是，也可以说，这一目的完全只是通过对于很多现代学者来说颇为“离经叛道”的方式达成的。

事实上，这一卷在很多方面都比第一卷要更为离经叛道。另一方面，只有少数读者会意识到这卷的内容“离经叛道”到了什么程度。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列举一些相应的内容。很多内容之所以“离经叛道”，是因为本书在整体上颇有意味地回归到了早期的学术信仰，更为确切地说，是回归到了20世纪早期的学术信仰。

这里似乎存在着极端的矛盾，因为我整个项目的主旨就是要反对种族主义和反闪米特主义对学术的影响。但是在这一卷里，我频频发现自己支持1880年至1940年期间种族主义思潮高涨时期学者们的观点，尽管我必须指出，这些观点通常出现在没有直接涉及种族主义的领域。

在一些问题上，旧时学者们的结论相比当代学者的观点更能与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得出的结果匹配。这里只举两个本卷讨论到的问题作为例证。铅同位素分析显示，来自中欧的铅曾经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用于美索不达米亚。这也是柴尔德所期待的分析结果，因为柴尔德相信，苏美尔的探矿者们曾在该时期沿着多瑙河逆流而上。同样，近期的放射性碳测年法将埃及古王国的开始时间界定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与詹姆斯·布雷斯特德给出的年表一致，却比今天通常认可的年代要早很多。

我相信这一模式并非随机巧合的结果；而现代的考古学家们被引导着误入歧途，其原因可以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相对简单的解释。首先，学者们不再相信传播论。正如我在第一卷中所说的，我相信这显示出学者们拒绝通过传播论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正当化，这种拒斥令人尊敬。但是这更表现出，新的专业人士们希望能显得理智清醒并肩负责任感，他们不愿沉迷于那些令外行人士眼花缭乱的宏大理论。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种倾向似乎已经误导了现代学术。从1920年至1960年，西方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没有增加多少新的信息，这类领域的数量之多令人吃惊。这一时期，考古学家强烈渴望获得“科学”地位。这反过来产生了双重的效应。首先，考古学们家最希望的是避免被视为投机和不负责任。但是，他们也需要展示出自己的学科是进步的，有创新性的。因此，他们能做的唯一改变就是表现出更多的怀疑思想和审慎态度。为此，1920年以后，这些学科中的所有“进步”都倾向于限定地理范围，并将古代活动发生的历史时间推后。然而，来自科学技术的近期证据却清晰地指向了与此相反的方向，这就造成了自相矛盾的状况，即越是大声呼告自己具有科学地位的考古学家们，给出的结论就越是与应用到考古学上的新技术所验证出的结果不一致。这些新技术得出的结果反而经常与早期或更为保守的学者们的想法相一致。

因此，本卷的很多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只有从现代普遍观点的角度来看才是“离经叛道”。其中一个例子出现在第一章。在这一章里，我想要逆转考古界现存的孤立理论，回归到修正的传播论，特别是回归到这样的信念：早期欧洲青铜时代的文明在某些方面衍生于更早的亚洲西南和非洲东北的金属加工文化。

我的这种观点如果正确，就意味着由柯林·伦弗鲁和他的同事们所发起的对20世纪早期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和戈登·柴尔德的地位的持续攻击，不仅纯属浪费时间，而且绝对不利于我们理解希腊文明的起源。我的观点比蒙特柳斯和柴尔德还要更进一步，我认为当时的克里特岛，或许还有基克拉泽斯群岛，可能已经开始使用闪米特语了。

我所做的修正的另一个例子来自第三章。我认同两位非主流的希腊考古学家的意见，他们是已故的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和西奥多·斯皮罗普洛斯。他们宣称，公元前三千纪埃及的影响在希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波伊奥提亚尤其如此，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倘若如此，那么当时的希腊一定有一些重要的城邦有能力进行大范围的灌溉作业，以及收集并贮存大量的谷物。另外，当时的灌溉工程和建筑看起来是如此的“埃及化”，因此埃及人也很可能曾参与其中，或者是以当权者的地位，或者是以专家的身份，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在第四章中，我提出克里特的宫殿和与之相联系的公牛崇拜至少是间接地来源于与之同时代的埃及第十一王朝；并且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埃及有可能是克里特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宗主国。在此，我比20世纪早期的学术思想更为激进，但这种说法在阿瑟·埃文斯爵士看来并不会比当今克里特考古学专家们所认为的更可耻。

在《黑色雅典娜》的这一卷中，最有可能让反对者发狂的就是，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让人们重新关注第十二王朝法老色梭斯特里斯在北方的征战。直到18世纪晚期，人们一直相信有关色梭斯特里斯伟大征战的故事和其深远影响。但是，此后人们一直认为这样的故事似乎完全是荒谬可笑的，色梭斯特里斯和儿子阿蒙涅姆赫特二世这两个黑皮肤的法老，怎么可能率领一支埃及军队远征巴尔干和高加索呢。然而我仍认为，有关色梭斯特里斯征战的传说得到了广泛的证实，最新发现的第十二王朝的米特·拉辛纳碑文更是显著增强了该传说的可信性。即使没有这一碑文的证明，我也认为存在其他证据，可以说明法老的确率领了大规模的北上战役。这一说法与古埃及学的主流观点大相径庭。古埃及学限制了埃及军事行动或对外往来的规模和范围，认为所有关于埃及控制过外国地区的说法都是夸大其词或纯粹是象征性的，特别是那些向北征服的活动。

第七章讨论了锡拉火山的喷发，其中最不合常规的一点就是，针对坚决主张锡拉火山喷发于公元前1450年或公元前1500年的常规观点，我提出了我的看法。这是因为，大量证据都显示出锡拉火山喷发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这些证据包括陶器风格的对比、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树木年代学和对格陵兰岛冰盖的分析。这样做会令人感觉不适，因为我重提的是很多人都认为已经可以盖棺定论的问题。但我相信这样的调查颇有价值，因为这对于了解知识社会学并理解历史论点得以确立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第八章的重点是，我得出了令人感到些许吃惊和不安的结论：在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中，不仅有说胡里安语的人，还有说印度—雅利安语的人，或者至少有说印度—伊朗语的人。这不仅表明雅利安模式有时是有用的或“真实”的，也表明那些反闪米特的学者根据他们的原则否认叙利亚—巴勒斯坦说闪米特语的人可以促成希克索斯的入侵，而这一次可能基于应受道德谴责的原因得出了更好的历史解释。

然而我坚持认为，来自北部和贫瘠地区的野蛮入侵者有时会征服更为繁荣和文明的地区（这一情形下看起来正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巨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过程来解释。我更坚信，就希腊而言，这样的模式无疑是无益的。

第九章中令人“愤慨”的仍然是，我支持20世纪早期的学者并反对他们的后继者（epigonoi）。古代历史学家爱德华·迈尔提出了充分的理由，坚持认为希克索斯征服了克里特岛。我认为爱德华·迈尔的说法比反对他的孤立主义者有更充分的证据支持。同样，明显传统老派的考古学家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和弗兰克·斯塔宾斯坚持认为，在评估模棱两可的考古数据时，应当认真地考虑希腊传说。他们的结论是，在竖井墓中发现的物品和同时代的随葬品尽管不是直接来自埃及，但是明显反映出了埃及和黎凡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总结说，传说在本质上是准确的，那一时期即使没有埃及的殖民，也存在来自埃及的殖民。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瑞纳托斯和弗兰克·斯塔宾斯都是雅利安模式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否定外族入侵为希腊带来了长期的埃及或闪米特影响。我则相信相反的结论：在侵入者定居后，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作为一门独立语言的希腊语以及“希腊”文化或国家的身份都得到了确立；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相当大的区域都由讲闪米特语或埃及语的王朝统治者控制，这些高层次的文化和语言对于希腊文化和希腊语的形成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第十章没有什么特别令人震惊的内容。这一章调查了有关埃及和黎凡特以及埃及与爱琴海交往的文献和图像证据。埃及人声称，他们了解爱琴海地区，并在爱琴海地区开展活动，拥有宗主国地位。与常规做法不同的是，我会认真看待埃及人的说法并进行逐字推敲。我的这种做法或许是唯一能引起争议之处。

第十一章从某些方面看没有多少值得争议的。很多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会对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200年期间有关近东与爱琴海之间来往的考古证据的数量之多感到诧异，但是那些关注这一时期的学者则会完全了解这些证据。不过，这一章体现出了三个新的特点。第一是我坚持认为，这种程度的接触带来的亲密度一定会为希腊语言和文化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第二是把近期确立的在年代上提前了的陶器时期年表与埃及的证据联系起来，这源于埃及对照性历史年表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和对锡拉火山喷发时间的重新界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爱琴海和近东之间存在大量贸易往来的陶器时期可以与埃及势力的鼎盛时期以及埃及对地中海东部产生影响的时期相匹配，因此迈锡尼贸易的扩张似乎就是在和平的爱琴海地区内发生的。本章的第三个创新点在于，我们知道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存在以爱琴海的金属交换埃及谷物的贸易，但是我认为，爱琴海的铅和银在新王国时期被出口到埃及的新证据表明，这种贸易很可能早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了。来自埃及的谷物供应至少能缓冲饥荒侵袭造成的影响，使迈锡尼文明在食物匮乏期形成了可以维系大量人口的专业化的复杂经济体系。

由于这一体系的脆弱性，随着海洋民族的入侵、埃及势力的日渐衰退以及海上交通的日渐困难，迈锡尼文明最终在公元前1200年后崩溃。这些是第十二章中讨论的内容。在这一章中，对陶器时期年代的重新界定为希腊的底比斯和特洛伊遭到围困并沦陷提供了似乎合理的年表。这表明荷马和古典时代的希腊作家是正确的，从而也增加了他们所坚持的古代模式的可信度。

我针对当今人们的观念提出的修正，大多与20世纪早期学者的观点相一致，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说我相信色梭斯特里斯曾在北方进行征战。与那些早期学者不同的是，我不会接受种族史的原则，也不认为种族等级是恒定不变的。不过，如果把种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从他们的思想中去除，剩下的就会是与修正的雅利安模式非常相似的观点。

奥斯卡·蒙特柳斯和戈登·柴尔德在讨论“照耀野蛮欧洲的东方文明之光”时，其实已经发现了我现在提出的模式。爱德华·迈尔提出希克索斯人曾经控制了克里特，其实是指出了埃及和闪米特的文明和语言被引入到爱琴海地区的一种可能的重要途径，虽然他的本意未必如此。与此相似，弗兰克·斯塔宾斯和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论述说，竖井墓中埋葬的物品意味着来自埃及的移民活动，这其实是指出了西闪米特和埃及文化传播到爱琴海地区的另一种方式。不过，这些学者都未能看出他们的假设会推导出什么逻辑结论，而我想强调的正是这样的结论：希腊的文化和语言受到了来自埃及和使用闪米特语的黎凡特的影响的渗透。

在结语的最后我想这样总结：如果我在这卷书中提出的内容大部分是正确的，那么有关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古代史和考古学领域的当代研究工作很多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不过，这卷书中最为离经叛道的内容与本书第三卷相比仍属平常，因为我会在第三卷中试着挑战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的观点。然而对于浪漫的实证主义学者而言，语言是圣中之圣、至圣之所（sanctum sanctorum），这一说法用亚非语的原型来表示就是，qōdeš haqqŏdåšîm。



词汇表

阿布哈兹语（Abkhaz）

阿布哈兹语属西北高加索语支，该语言的使用者生活在黑海沿岸到格鲁吉亚西部。

亚非语系（Afroasiatic）

又称闪含语系，是一个语言“超家族”，由若干语族组成，包括柏柏尔语族
 、乍得语族、埃及语族、闪米特语族
 ，以及东、南和中库希特语支。

阿卡德语（Akkadian）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语
 ，受到苏美尔语
 的极大影响，也影响着苏美尔语
 。大约公元前一千纪中期被阿拉姆语
 代替。

安纳托利亚（Anatolia）

古代地区，大约相当于现代土耳其。

安纳托利亚语族（Anatolian）

安纳托利亚的印度—赫梯语
 ，但非印欧语
 诸语言。它们包括赫梯语
 、巴莱语、卢维语、利西亚语、吕底亚语
 ，大概还有卡里亚语和伊特鲁里亚语
 。

阿拉姆语（Aramaic）

一种西闪米特语，原本用于现今叙利亚境内部分地区，后来成为亚述
 帝国、新巴比伦
 帝国和波斯
 帝国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取代了腓尼基语
 和希伯来语
 这两种迦南语
 方言。阿拉姆语自己则被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取代。

古风希腊（Archaic Greece）

希腊的一个历史时期，始于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终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典时代的开始。

亚美尼亚语（Armenian）

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一个古代民族使用的印欧语。有时被认为尤其接近希腊语。但是，由于现存最早的文本只能追溯到公元4世纪，亚美尼亚语与希腊语的相似性可能是希腊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与闪米特语的一般接触的结果。

雅利安人（Aryan）

这个术语用来描述印欧语
 系的印度—伊朗语分支的使用者。他们似乎是在公元前两千纪的上半叶入侵了伊朗和印度。在公元19世纪晚期，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称作为一个整体的印欧语“种族”。

亚述（Assyria）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个古代王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它最辉煌的时期是公元前两千纪末以及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其语言原本是阿卡德语
 的一种方言。

土著的（autochthonous）

当地的或土著居民的。

轴心时代（Axial Age）

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的时期，一些人认为，在这一时期里，希腊人、以色列人、伊朗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在宗教、哲学和科学上实现了通向现代文明的突破。

巴比伦（Babylon）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中央的古代城市。数个重要王国的中心，最后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538年之间的新巴比伦帝国的中心。

柏柏尔语族（Berber）

非洲西北部原住民使用的诸语言。在从埃及的西部沙漠到摩洛哥的地区，它们至今仍被使用。

良知论（Besserwissen）

德语中的Besserwissen的意思是“知道得更多”，指一种学术方法，所基于的信念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所声称的“历史方法”和“科学”使他们的结论绝对优于古代作家的结论。

波海利语（Bohairic）


科普特语
 方言，原本用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地区，后来成为整个基督教埃及的标准语言。

《白日前往之书》（Book of Going Forth by Day
 ）

更为人所知的书名是《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
 ）。这本书是祷告文、咒语和指示的汇编，旨在引导死者的灵魂完成通往死后世界的旅程。

毕布勒（Byblos）

位于现今黎巴嫩南部的古代港口城市。它从公元前四千纪以来与埃及有着密切交往，在公元前两千纪末它被新兴的西顿
 超越以前，一直是黎凡特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别名（byname）

一个附属名称。

仿造（calque）

对另一种语言中的一种表达法或习语的字面借用。

迦南语（Canaanite）

一种闪米特语言，受到很深的埃及语影响，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用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公元前500年时被阿拉姆语
 取代。腓尼基语
 和希伯来语
 是最广为人知的后来的迦南语方言。“迦南的”也用来描述青铜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100年）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的物质文化。

卡里亚（Caria）

安纳托利亚西南部一地区。其语言大概是安纳托利亚语
 ，但有可能是非印度—赫梯语
 。卡里亚语的字母铭文来自公元前6世纪。

陶器时期（ceramic period）

考古学家以陶器型式为基础重构的时间段。

迦勒底人（Chaldaean）

公元前8世纪使用的一个名称，用来描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一个民族。后来被用来表示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500年使用的，通常被称为阿拉姆语
 的语言。

古典希腊（Classical Greece）

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产生了希腊天才最伟大和“最纯洁”的作品。

科尔基斯（Colchis）

黑海东端的古代国家，位于今天的格鲁吉亚
 和阿布哈兹
 。

公元（Common Era）

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使用的术语，以避免“耶稣纪元”（AD，Anno Domini）这一术语中的宗派主义。

科普特语（Coptic）

基督教埃及的语言和文化。它一直使用至公元15或16世纪，现在仍然是埃及基督教的礼拜仪式用语。它用希腊字母书写，有一些额外的字母源自世俗体
 ，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

楔形文字（cuneiform）

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字系统，用钉子形状的楔子按进湿泥中写成。

（基督教的）黑暗时代［Dark Ages（Christian）］

一个历史时期的常用名称，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至中世纪之前（通常认为中世纪开始于9或10世纪）。

（希腊的）黑暗时代［Dark Ages（Greek）］

希腊一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在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宫殿倾塌之后至公元前8世纪古风希腊兴起之前。

世俗体（Demotic）

严格说来，世俗体是源自象形文字
 和僧侣书写体
 的文字，公元前7世纪以后用于埃及。这一单词也用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语言。

树木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

通过计算树木年轮的方法来确定树木和考古环境的年代。

齿音（dentals）

舌头抵住牙齿形成的辅音，例如d和t。

义符（determinative）

象形文字对一个词语的表现的元素，代表它的意义，与声音相对。

传播论（diffusionism）

认为文化特征可以从一个文化传递到另一个文化的观点。

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keliotes）

来自西西里的希腊历史学家，约公元前80年—约公元前20年，以他的《历史图书馆》（Library of History
 ）闻名。

多利安人（Dorians）

源自希腊西北部的一个希腊部落，公元前12世纪侵占了希腊南部大部分地区。最著名的多利安人城邦是斯巴达。

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

独立的语系，在古代分布于印度南部至美索不达米亚东部，或许是哈拉帕（Harappa）文明使用的语言。该语系的最知名的成员包括在印度南部仍然兴盛的泰米尔语（Tamil）和泰卢固语（Telugu），还有古埃兰文明使用的埃兰语
 。

青铜时代早期（Early Helladic）

一个陶器时期
 ，用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希腊大陆，大约为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000年。

弥诺斯早期（Early Minoan）

青铜时代早期的克里特的陶器时期
 ，约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

埃卜拉（Ebla）

叙利亚一古代城市，20世纪70年代首次发掘。公元前2500年左右时，那里存在巨大的贸易网络和覆盖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帝国。

埃卜拉语（Eblaite）

埃卜拉的语言，一种独立的闪米特语言，可以有用地被视为迦南语
 的前身。

埃及语（Egyptian）

这里不是指现在埃及使用的阿拉伯语方言，而是指古代埃及的语言，它是一种独立的亚非语
 。它可以划分为：古埃及语，用于大约公元前3250年到公元前2200年的古王国；中期埃及语，用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750年的中王国，并且在此后1500年间它一直是官方语言。没有修饰语的“埃及语”这一名称通常指中期埃及语。晚期埃及语到公元前16世纪时开始用于口语，但直到这个千纪末才普遍地用于书写。我认为，对希腊语影响最大的是晚期埃及语。关于后来的阶段，即世俗体
 和科普特语
 ，参见上文。

埃兰（Elam）

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古代文明，从公元前四千纪一直到约公元前300年。

埃兰语（Elamite）

埃兰文明使用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
 语系。

别名（epiclesis）

姓或另外的名字。

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大约公元前275年—公元前195年。希腊学者，亚历山大大图书馆的馆员。首位计算出地球周长和倾斜角度的希腊人。

埃塞俄比亚（Ethiopia）

古代希腊人把两个黑人
 居住的地区称为埃塞俄比亚。一个地区接近于埃兰
 ，另一个地区更加知名，是埃及以南的非洲地区。

埃塞俄比亚语（Ethiopic）

在埃塞俄比亚
 使用的一种闪米特语族的一些分支的名称。这些语言分支包括：吉兹语（Ge’ez），用于宗教用途的古代语言；阿姆哈拉语，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语言；各种古拉格语，其中一些似乎展示出闪米特语的最古老的形式。

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

古代意大利的文明。古代所认可的观点是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吕底亚
 。其语言没有被很好地理解，有可能是安纳托利亚语
 。在附近的利姆诺斯岛
 上发现的铭文是一种与之关系很密切的语言。伊特鲁里亚语
 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受到很深的腓尼基文明的影响。它本身在拉丁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中心作用。

欧多克索斯（Eudoxos）

希腊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来自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尼多斯。曾在埃及学习。生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50年左右。

犹希迈罗斯主义“神话即历史论”（euhemerism）


犹希迈罗斯
 的理论，即人们崇拜的神灵通常实际上是被神化的英雄。由此延伸，这个词在现代被用来指称以理性术语来对宗教信仰进行解释或简称。

犹希迈罗斯（Euhemeros）

大约公元前300年的哲学家。

发生学的（genetic）

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是指它们据信来自同一个祖先语言。例如，法语和罗马尼亚语有“发生学”关系，因为，尽管它们之间有很多差异，但都源自罗马军队所讲的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

格鲁吉亚人（Georgian）

从很早之前就居住在高加索中部的民族。格鲁吉亚人使用的格鲁吉亚语属于南高加索语
 族。

汉朝（Han）

取代秦朝的中国朝代，始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

哈拉帕（Harappa）

该遗址的这一名称或另一名称，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都被用来指代印度西北部繁盛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到公元前1700年的古代文明。公元前1700年破坏该文明的大概是从北方侵入的雅利安人
 。这一文明的文字尚未被破解，但其语言有可能属于达罗毗荼语系，后者今天盛行于印度南部并用于巴基斯坦西部。

哈梯（Hatti）

安纳托利亚中部一个地区的古代名称。赫梯人的故乡。

希伯来语（Hebrew）

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以色列、犹大王国（Judah）和摩押王国所讲的迦南语方言。由于宗教原因，它经常被视为独立的语言。

希腊青铜时代文化（Helladic）

用以称呼希腊大陆3个陶器时期
 的名字，大概相当于克里特的弥诺斯文化的陶器时期
 。

古希腊的（Hellenic）

希腊的或说希腊语的，但尤其与希腊北部的塞萨利相联系。自从18世纪晚期以来，这个词获得了许多高贵的以及北部和雅利安“血统”的含义。

希腊化的（Hellenistic）

整个地中海东部希腊文化的总称，时间上从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4世纪末征服此地到公元前1世纪这一地区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

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峡，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

希罗多德（Herodotos）

希腊最早的历史学家，来自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karnassos），生于约公元前485年，卒于约公元前425年。

赫西俄德（Hesiod）

公元前10世纪的来自波伊奥提亚的希腊诗人，最著名的作品是《神谱》
 。

僧侣书写体（Hieratic）

公元前2700年左右从象形文字中
 逐渐发展出的埃及文字。它将正式的图画象形文字改变为草书文字，但仍然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

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

被证实首次使用于公元前四千纪晚期的埃及文字。它由表示字母、双重字母、三重字母的语音符号以及表明词语意义范畴的“义符”构成。

赫梯（Hittite）

公元前两千纪安纳托利亚
 中部的帝国。其语言属安纳托利亚语
 ，早期的书写形式是一种楔形文字，后来是自己的象形文字体系。

胡里安人（Hurrian）

公元前两千纪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的一个民族的名字。该民族使用的胡里安语已消亡，这种语言就像乌拉尔图
 （Urartu）的语言一样，属于现在以高加索东北的语言为代表的语族。胡里安语既不是印度—赫梯语，也不是亚非语。最重要的讲胡里安语的国家是米坦尼王国，该王国于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繁荣兴盛与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和叙利亚北部地区。

希克索斯人（Hyksos）

来自东北的侵略者，约公元前1725年到约公元前1575年间统治了埃及。希克索斯人大部分讲的是一种西闪米特语，但是他们中似乎也包括讲胡里安语
 ，或许还有印度—雅利安语的人。

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包括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之外的所有欧洲语言以及伊朗语、北印度语言和吐火罗语
 （Tokharian）的语系。虽然弗里吉亚语
 和亚美尼亚语
 位于安纳托利亚，但它们不是安纳托利亚语，而是印欧语。

印度—赫梯语系（Indo-Hittite）

一个语言超家族，包括安纳托利亚语族和印欧语系
 。

屈折语（inflected languages）

诸如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等语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屈折变化或者变化词形或词法来传达意义。

齿间音（interdentals）

舌头放在上下齿之间构成的辅音，例如th。

爱奥尼亚人（Ionians）

希腊中部和南部的民族，在多利安人
 的征服之中得以幸存，其中一些迁徙到了安纳托利亚
 西海岸。

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s）

诸如汉语和英语等语言，它们相对很少有屈折变化，而是主要依赖句法或者句子中词语的位置来传达意义。

孤立主义（isolationism）

文化不可能在根本上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影响的一种观点。

南高加索语族（Kartvelian）

高加索语系的一个语言家族，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是格鲁吉亚语
 。

加喜特人（Kassites）

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以东的山区的一个民族，在公元前18世纪晚期征服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在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前一直控制该地区。

凯克洛普斯（Kekrops）

传说中雅典的创建者和国王。他一般被描述为土著
 ，虽然少数传说认为他来自埃及。第三卷将给出一些支持后者的证据。

唇音（labials）

嘴唇形成的辅音，诸如b、p、m等。

圆唇软腭音（labiovelars）

嘴唇呈圆形发出的软腭音，例如我们的qu-。

喉音（laryngeals）

在喉部或作为整体的咽喉部位形成的声音，更确切地说，可以分为软腭摩擦音（ḫ和ǵ）、咽音（ḥ和˂
 ）和喉音（˃
 和h）。所有这些，除了ǵ以外，都存在于全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
 中，但是这些除了h以外都在印欧语中消失了。

青铜时代晚期或迈锡尼晚期（Late Helladic or Mycenaean）

约公元前1650年—公元前1100年希腊大陆的陶器时期
 。

弥诺斯晚期（Late Minoan）

克里特的陶器时期
 ，约公元前1650年—公元前1450年，当时该岛被希腊人控制。

铅同位素分析（lead isotope analysis）

通过对铅中的放射性碳的含量进行测量，确定铅矿的地质年代，从而确定铅制物品的来源。

利姆诺斯岛（Lemnos）

爱琴海西北部的岛屿，古典时代时那里讲一种与伊特鲁里亚语
 相联系的非印欧语。

A类线形文字（Linear A）

克里特和其他地方使用的音节文字
 ，当时希腊语在该岛尚未被使用。

B类线形文字（Linear B）

源自一种A类线形文字
 原型的音节文字
 ，被证实的使用时间是从大约公元前1400年开始，但是有可能在那之前很久就被写出来了。

流音（liquids）

“流动”的辅音，如l和r。

利西亚（Lycia）

安纳托利亚南部的一个地区。利西亚语属安纳托利亚语族
 ，是赫梯语的非直接后裔。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字母铭文来自公元前5世纪。

吕底亚（Lydia）

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地区。吕底亚语属安纳托利亚语族。传说认为，伊特鲁里亚人
 来自吕底亚。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字母铭文来自公元前5世纪。

天命（Mandate of Heaven）

汉语中的“天命”。一种古老的政治理论。据此，一个王朝只有在它掌握天命期间才得以进行统治，而天命最终会被移走，并交到新的挑战者的手中。

音位变换（metathesis）

语言中辅音或元音位置的交替或变换。

青铜时代中期（Middle Helladic）

希腊大陆的陶器时期
 ，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50年。

中王国时期（Middle Kingdom）

包含了埃及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王朝的时期，约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1750年。中王国时期的埃及统一而强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弥诺斯中期
 和希腊青铜时代的陶器时期
 的基础。

弥诺斯中期（Middle Minoan）

克里特在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50年间的陶器时期
 。

弥诺斯文化（Minoan）

这一名字由阿瑟·埃文斯取自克里特传说中的国王弥诺斯，用来指在讲希腊语的人到来之前的克里特的文化，也指由埃文斯创立的3个陶器时期
 。

修正的传播论（modified diffusionsim）

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可以被外来的力量改变或转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变只是发生在与本土文化进行了大量互动之后。

一元论（monism）

本书中，一元论指所有事情有单一的根本性原因的观点。

单源论（monogenesis）

指相信单一来源的观点，本书中主要限于人类和语言。与多源论
 相对。

迈锡尼（Mycenae）

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阿尔戈斯附近的城市，作为青铜时代晚期的主要城市而闻名。

迈锡尼文化（Mycenaean）

首先在迈锡尼发现的青铜时代物质文化的名称，由此延伸，指青铜时代晚期的希腊文化。

鼻音（nasals）

由鼻腔通道形成的辅音，如m和n。鼻音化指在塞音之前引入鼻音的常见现象——b、p或f之前的m；d、t或th之前的n；g、k或ch之前的ng。

古王国时期（Old Kingdom）

埃及第三到第六王朝的强盛繁荣的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奥林匹亚举行的宗教节日和运动会，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举行一次，直到公元4世纪末被基督教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叫停为止。19世纪末它们随着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精神而得到复兴，雅利安模式就是从这种精神中产生的。

俄耳甫斯教崇拜者（Orphics）

神圣的俄耳甫斯的追随者。他们很像毕达哥拉斯的信奉者，推崇埃及的宗教信仰，尤其关心个人不朽。

泛神论（pantheism）

一种信仰，认为上帝在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皆是上帝。这一世界观与埃及和希腊宗教的世界观极其相似，它在17世纪，尤其是在斯宾诺莎（Spinoza）的著作出版以后，变得重要起来。

帕萨尼亚斯（Pausanias）

内容丰富的《希腊志》（Guide to Greece
 ）的作者，生活于公元2世纪。

佩拉斯吉人（Pelasgians）

根据古典时代的传说，这是希腊最早的居民。

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

公元前6世纪中期由居鲁士大帝创建，控制了中东、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直到被希腊人击退。最终，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它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

非利士人（Philistines）

公元前1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2世纪从安纳托利亚
 和爱琴海方向侵入埃及和黎凡特的民族。

腓尼基（Phoenicia）

分布在今天的黎巴嫩到以色列北部的狭长海岸上的诸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毕布勒、推罗
 和西顿
 。在整个古代，腓尼基都是用来指代这一地区的。但是，它一般是指诸城市历史中最辉煌的阶段，即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50年。腓尼基“语言”像希伯来语
 一样，是迦南语
 的一种方言。字母表经常被说成腓尼基人的发明。它大概发源于这一地区，但是在腓尼基时期之前很久就发展了起来。

音素（phoneme）

一个语言中最小的声音的重要单位。

语音对应（phonetic correspondences）

实际上或词源上相似的声音。

弗里吉亚（Phrygia）

安纳托利亚北部的一个地区。它在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是强大的国家。其语言用字母写成，属于印欧语
 而非安纳托利亚语
 ，并且与希腊语关系密切。

象形图（pictogram）

把被标示的物体用图画表现或直接表现出来的文字。

多源论（polygenesis）

认为有多个来源，尤其是认为人类和语言有多个来源的观点。与单源论
 相反。

词首添音（prothetic or prosthetic）

放在单词开头的元音，以避免起始为辅音。在词首添加元音的现象在双辅音之前尤其普遍。

原始希腊语和原始希腊民族（Proto-Greek）

尚未被证实的语言和民族，被重构为希腊语或希腊人的来源。

托勒密文化（Ptolemaic）

赋予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文化的名字。

托勒密（Ptolemy）

托勒密一世的一系列后裔的名字。托勒密一世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在亚历山大死后在埃及夺取了统治权。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克娄巴特拉（Kleopatra）七世，她戏剧性地卒于公元前30年，恺撒和安东尼都爱她。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约公元前582年—公元前500年。曾在埃及学习，带回了埃及的数学和宗教法则，创建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兄弟会。

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

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按照一般认为是埃及的方式组织成了“兄弟会”。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科学角色。

秦朝［Qin（Ch’in）］

中国的一个朝代，公元前256—公元前207年。中国的名字或许就是由此而来的。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王朝，它是由中国的统一者秦始皇建立的，但是在秦始皇死后只维持了不多的几年就被汉朝取代。

词根（root）

一个单词在其他所有元素被去除后留下的本质部分。

塞琉西王朝（Seleucid）

亚历山大的将军塞琉古一世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王朝的名字。

语义的（semantic）

与意思或意义相关的。

商朝（Shang）

中国的一个王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100年。商朝的第一个帝王汤王推翻了夏朝
 ，商朝则被周朝
 推翻。

咝音（sibilants）

带有咝咝声音的辅音，如s、š、ṣ和z。

西顿（Sidon）

供奉海神西德（Sid）的古代腓尼基城市。其鼎盛时期是在铁器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因此“西顿人”在《圣经》和荷马史诗等的早期史书中被用来指全体腓尼基人。其主导权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时被它的对手推罗
 取代。

石柱（stele）

带有雕刻的图样或铭文的直立的石板。

词干（stem）

通过特殊的元音化
 或者添加各种前缀或后缀的源自词根的文字形式。

塞音（stop）

完全的辅音爆破，例如我们的字母b、p、d、t、g和k所代表的声音。

斯特拉博（Strabo）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

神谱（theogony）

诸神的祖先或诞生；它是若干诗歌的名字和主题，其中最著名的为赫西俄德所著。

锡拉岛（Thera）

克里特以北70英里处的火山岛。它在公元前两千纪经历过一次火山大爆发，现在认为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628年。

修昔底德（Thucydides）

记录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历史学家，生于约公元前460年，卒于约公元前400年。

吐火罗语（Tokharian）

公元一千纪在现在讲突厥语的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印欧语。吐火罗语和西印欧语有几个共同特征，而它们在印度—雅利安语言中并不存在。因此，吐火罗语为认识早期印欧语的性质提供了关键信息。

地名（toponym）

地方名字。

推罗（Tyre）

古代腓尼基城市。其鼎盛时期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但直到公元前333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之前，它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乌加里特（Ugarit）

叙利亚海岸的主要港口，繁荣兴盛于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

乌加里特语（Ugaritic）

在乌加里特所讲的西闪米特语。在这座城市发现的很多泥板上都记录了用楔形文字
 字母形式写下的乌加里特语。

乌拉尔图（Urartu）

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高加索南部的王国。其语言与胡里安语
 和现在的东北高加索语有关联。

软腭音（velars）

舌头位于口腔后部所形成的塞音
 ，例如k和g。

元音化（vocalization）

将元音注入辅音结构。

夏朝［Xia（Hsia）］

中国朝代，约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被商朝推翻。

周朝［Zhou（Chou）］

承继商朝的中国王朝，始于约公元前1100年。周朝在公元前8世纪失去了政治权力，但是直到公元前221年才被秦始皇最终推翻。这期间周朝的帝王称号并未遭到剥夺。

琐罗亚斯德（Zoroaster）

生活在公元前两千纪的伊朗宗教改革者。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由琐罗亚斯德创立的波斯帝国的国教。其教义认为宇宙是善恶之间永恒的、获得很好平衡的斗争场所。伊斯兰教征服伊朗几乎摧毁了琐罗亚斯德教，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仍然作为帕西人（Parsee）的宗教而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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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sey，J. M.，约翰·福西

Foucart，Paul，保罗·富卡尔

Frankfort，Henri，亨利·法兰克福

Frazer，James，詹姆斯·弗雷泽

French，Elizabeth，伊丽莎白·弗伦奇

Fréret，Nicolas，尼古拉·弗雷列

Friedrich，Johannes，约翰尼斯·弗里德里希

Fung Yu-lan，冯玉兰

Furumark，A.，弗鲁马克



Gale，N. H.，盖尔

Gardiner，Alan，阿兰·加德纳

Gauthier，H.，亨利·戈捷

Georgacas，D. J.，乔加卡斯

Georgia，Georgian，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人

Ghirschman，Roman，罗曼·格尔斯曼

Gibbon，Edward，爱德华·吉本

Gilgamesh，吉尔伽美什

Giveon，Raphael，拉斐尔·吉文

Goedicke，Hans，汉斯·戈迪克

Goodison，Lucy，露西·古迪逊

Gordon，Cyrus，赛勒斯·戈登

Graham，James Walter，詹姆斯·沃尔特·格雷厄姆

Graves，Robert，罗伯特·格雷夫斯

Greece，希腊：Archaic，创始期~；Classical，古典~；colonization of，~的殖民；and Egypt，~和埃及；Hyksos and，希克索斯和~；influences on，对~的影响；information on，关于~的信息；mythologies，神话。同时见chronology，年表；language，语言；Mycenae，迈锡尼；religion，宗教；trade，贸易

Griffin，格里芬

Griffiths，Gwyn，格里菲斯

Grote，George，乔治·格罗特

Grumach，E.，格鲁马赫

Gruppe，Otto，奥托·格鲁普

Gulia，Dmitri，德米提·古里亚

Gunn，Battiscombe，巴蒂斯科姆·冈恩

Güterbock，Hans，汉斯·古特伯克



Haas，Herbert，赫伯特·哈斯

Habachi，Labib，拉比卜·哈巴奇

Haeny，Gerhard，格哈德·黑尼

Hall，H.R.，霍尔

Hammer，C.U.，哈默

Hammond，N.G.L.，哈蒙德

Hammurabi，汉谟拉比

Han Dynasty，汉朝

Hankey，Vronwy，弗朗威·汉基

Hanno，汉诺

Harmonia，哈莫尼亚

Hatti，哈梯语

Hayes，William，威廉·海耶斯

Hebrew，希伯来语

Hekataios of Abdera，阿布德拉的赫卡泰奥斯

Hekataios of Miletos，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

Hekla III，海克拉火山第三次喷发

Helck，Wolfgang，沃尔夫冈·黑尔克

Helladic，希腊青铜时代。同时见Early Helladic period，青铜时代早期；Late Helladic period，青铜时代晚期；Middle Helladic period，青铜时代中期

Hellenistic，希腊化的

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

Heltzer，Michael，迈克尔·赫尔泽

Herakles，赫拉克勒斯；Boiotian，波伊奥提亚的~；and Egypt，~和埃及；and hydraulics，~和水利工程

Herodotus，希罗多德

“Hieroglyphic Deposit”，“象形文字库”

Hieroglyphics，埃及象形文字

Hinz，W.，欣茨

Hittite，Hittites，赫梯语，赫梯人

Homer，荷马；Illiad，《伊利亚特》；Odyssey，《奥德赛》，注释。同时见Odysseus，奥德修斯

Hood，Sinclair，辛克莱·胡德

Hooker，James，詹姆斯·胡克

horses，马：and chariots，~和马车；cult of~的膜拜

“Houses of Tiles”，“瓦建的房屋”

Hurrian，Hurrians，胡里安语，胡里安人

hydraulic works，水利工程

Hyksos，希克索斯；and Crete，~和克里特；ethnic composition of~的种族构成；and Greece，~和希腊；and Hurrians，~和胡里安人；invasion and rule in Egypt，~入侵和统治埃及；and Israelites，~和以色列人；rulers，统治者；and Thera，~和锡拉



Inachos，伊那科斯

Indo-European，Indo-Europeans，印欧语系，使用印欧语的人

Ionian，Ionians，爱奥尼亚语，爱奥尼亚人

Isis，伊希斯

Isokrates，伊索克拉底

isolationism，孤立主义

Israel，Israelites，以色列，以色列人



Jairazbhoy，R.A.，贾拉兹伯伊

Jason and the Golden Fleece，伊阿宋和金羊毛

Jaspers，Karl，卡尔·雅斯贝尔斯

Jerome，St.，圣杰罗姆

Josephus，约瑟夫斯

Junker，Hermann，赫尔曼·容克



Kadmos，卡德摩斯

Kaftu（Kftἰw），卡夫图

Kallimachos，卡利马科斯

Kammenhuber，Anneliese，安纳利斯·卡门胡贝尔

Kantor，Helene，海伦妮·坎特

Kaphyai，卡夫亚伊湖

Karlgren，Bernhard，高本汉

Kartvelian，南高加索语

Kaş ship，卡什沉船

Kassites，加喜特人

Keightley，David，凯特利

Kekrops，凯克洛普斯

Kemp，Barry，巴里·肯普

Kempinski，A.，凯宾斯基

Kenyon，Kathleen，凯瑟琳·凯尼恩

Kitchen，K.A.，基钦

Knauss，J.，克瑙斯

Knossos，克诺索斯

Koestler，Arthur，阿瑟·凯斯特勒

Konsola，D.，康索拉

Kopais，Lake，科帕伊斯湖

Kossina，Gustav，古斯塔夫·科辛纳

Krauss，R.，克劳斯

Kretschmer，Paul，保罗·克雷奇默

Krzyszkowska，O.，科基斯库斯卡

Ktēsias of Knidos，尼多斯的克特西亚斯

Kuhn，T.S.，库恩

Kültepe，库尔特普

Kuniholm，Peter，彼得·库尼霍姆

Kythera，基西拉岛



Labib，Pahor，帕霍尔·拉比卜

labyrinth，迷宫

Ladōn，拉冬

Lamarche，Valmore，瓦莫尔·拉马什

Lambrou-Phillipson，Connie，康妮·朗布鲁—菲利普森

Lang，D.M.，朗格

language，languages，语言；in Crete，在克里特；Egyptian，埃及语；Greek，希腊语；Southern Aegean，爱琴海南部的~；and trade，~与贸易；written，书面~。同时见alphabet，字母表；cuneiform，楔形文字；hieroglyphics，象形文字；Linear A，A类线形文字；Linear B，B类线形文字；Semitic，闪米特语；West Semitic，西闪米特语

Laroche，Emmanuel，拉罗什

Larsen，Mogens Trolle，摩根斯·特洛·拉森

Late Helladic or Mycenaean period，青铜时代晚期或迈锡尼时代

Late Minoan period，晚期弥诺斯时期

Laurion，劳利昂

lead isotope analysis，铅同位素分析

Lepsius，Reichard，赖夏特·莱普修斯

Lerna，勒纳

Levant，黎凡特，Levantine，Levantines，黎凡特人；influence，~的影响；Sesōstris tradition，色梭斯特里斯的传说。同时见Canaan，迦南；Phoenicia，腓尼基；trade，贸易

Libya，利比亚

Linear A，A类线形文字

Linear B，B类线形文字；tablets，泥板

Lloyd，Alan，艾伦·劳埃德

“long” chronology，“长”年表。见chronology，年表

Lorimer，H.L.，洛里默

Loucas，Ioannis and Eveline，约安尼斯和伊夫林·卢卡斯

Luce，John，约翰·卢斯

Lung，G.E.，伦格

Lydia，吕底亚



Maccarrone，Nunzio，马卡罗内

Macqueen，James，詹姆斯·麦奎因

Mallory，J.P.，马洛里

Mandate of Heaven，天命

Manetho，曼涅托

Manning，Sturt，斯特尔特·曼宁

Mao Zedong，毛泽东

Marinatos，Nanno，南诺·马瑞纳托斯

Marinatos，Spyridon，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注释

Martin，G.T.，马丁

Matthiae，Paolo，保罗·马蒂埃

Matz，Friedrich，弗里德里希·马茨

Maxwell-Hyslop，Rachael，雷切尔·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

Mcneal，R.A.，麦克尼尔

Melaina/Melantho，墨兰纳/墨兰托

Mellaart，James，詹姆斯·梅拉特

Mellink，Machteld，马克泰尔德·梅林克

Memnōn，门农。同时见Ammenemēs II，阿蒙涅姆赫特二世

Mencius，孟子

Mendenhall，George，乔治·门登霍尔

Menelaos，墨涅拉俄斯

Merrilees，Robert，罗伯特·梅里利斯，注释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美索不达米亚人。同时见chronology，年表

Meyer，Eduard，爱德华·迈尔

Michael，H.N.，迈克尔

Middle Helladic period，希腊青铜时代中期

Middle Kingdom，中王国

Middle Minoan period，中期弥诺斯时期

Min/Mēnēs（Mn），敏/美尼斯

Minoan，弥诺斯文化，Minoans，弥诺斯人；culture and society，~文化和社会；and Thera，~与锡拉。同时见chronology，年表；Crete，克里特；Minos，弥诺斯

Minos，弥诺斯

Mironov，N.D.，米罗诺夫

Mit Rahina inscription，米特·拉辛纳碑文

Mitanni，米坦尼

Mont（Mnṯw），蒙特

Montelius，Oscar，奥斯卡·蒙特柳斯

Morgan，Lyvia，利维亚·摩根

Movers，F.C.，莫费斯

Muhly，James，詹姆斯·米利

Müller，Friedrich Max，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

Müller，Karl Otfried，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

Muss-Arnolt，W.，玛斯—阿诺特

Mycenae，迈锡尼，Mycenaean，迈锡尼的；civilization，origins，~文明的起源；and Crete~，与克里特；and Egypt，~与埃及；late period and collapse~，后期和覆灭；and Levant，~与黎凡特；palaces，~宫殿；pottery，~陶器。同时见Late Helladic period，青铜时代晚期；Shaft Graves，竖井墓；trade，贸易

Myres，John，约翰·迈尔斯



Nagy，Gregory，格雷戈里·纳吉

Needham，Joseph，李约瑟

Nēit，奈斯（埃及女神）

Nephthys，奈芙蒂斯

Neptune，尼普顿

Nibbi，Alessandra，亚历桑德拉·尼比

Niebuhr，Barthold，巴托尔德·尼布尔

Nile River，尼罗河

Nilsson，Martin，马丁·尼尔松

Nimrod，宁录

Nobatai，纳帕塔人

Nonnos，农诺斯

Nubia，努比亚



Odysseus，奥德修斯

Ōgygos，奥吉格斯

Old Kingdom，古王国

Old Testament，《旧约》。见Bible，《圣经》

Orchomenos，奥尔霍迈诺斯

Orphics，俄耳甫斯

Osiris，奥西里斯



Page，Dennis，丹尼斯·佩奇

Paintings，绘画：Cretan，克里特；Thera murals，锡拉壁画；tomb，墓葬

Palestine，巴勒斯坦，Palestinian，巴勒斯坦人。同时见Syro-Palestine，叙利亚—巴勒斯坦

Palmer，Leonard，伦纳德·帕尔默

Pan，潘

Pang，Kevin，彭凯文

Parian Marble，帕罗斯碑

Parker，R.A.，帕克

Pausanias，帕萨尼亚斯


Pax Aegyptiaca
 ，和平的埃及

Pegasos，珀伽索斯

Pelasgians，佩拉斯吉人

Pelops，珀罗普斯

Pendlebury，J.D.S.，彭德尔伯里

Pēneios，佩奈渥斯河

Peoples of the Sea（Sea Peoples），海洋民族；invasions of，~的入侵

Persephone，珀尔塞福涅

Persian Empire，波斯帝国

Petrie，W. M. Flinders，弗林德斯·皮特里

Pettinato，Giovanni，乔万尼·佩蒂纳托

Pheneos Lake，菲尼奥斯湖

Pherekydes of Syros，希罗斯的斐勒库德斯

Philo of Byblos，毕布勒的斐洛

Phoenicia，腓尼基，Phoenician，腓尼基语，Phoenicians，腓尼基人。同时见Canaan，迦南语；Levant，黎凡特

Phoinix，腓尼克斯

Phrygia，弗里吉亚，Phrygian，弗里吉亚人/语

Pierce，Richard Holton，理查德·霍尔顿·皮尔斯

Pindar，品达

Plato，柏拉图

Plutarch，普鲁塔克

Pokorny，Julius，尤利乌斯·波科尔尼

Pollinger Foster，Karen，卡伦·波林格·福斯特

Pomerance，Leon，利昂·波默朗斯

Porada，Edith，艾迪斯·鲍腊达

Poseidon，波塞冬

Posener，George，乔治·波斯纳

Powell，Barry，B.，巴里·B.鲍威尔

Pulak，Cemal，杰马尔·普拉克


Pyramid Texts
 ，金字塔铭文

Pyramids，金字塔；great，大~



racism，种族主义

Reinach，Salomon，萨洛蒙·雷纳克

religion，宗教；in Crete，克里特的~；Egyptian，埃及的~；Greek，希腊的~

Rendsburg，Gary，加里·兰斯伯格

Renfrew，Colin，柯林·伦弗鲁

Reshef，雷瑟夫

Rhadamanthys，拉达曼提斯

Robertson Smith，W.，W.罗伯逊·史密斯

Ruijgh，C.H.，瑞格

Rundbauten，圆形建筑



Sais，赛斯

Santorini，圣托里尼岛。见锡拉

Sargon，萨尔贡

Sasson，Jack，杰克·沙逊

Säve-Söderbergh，T.，萨维—索德伯格

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

Schachermeyr，Fritz，弗里茨·沙赫尔迈尔

Schachter，A.，沙克特

Schaeffer，Claude，克劳德·舍费尔

Schlegel，Friedrich von，施莱格尔

Schliemann，Heinrich，海因里希·谢里曼

Schwartz，Benjamin，本杰明·史华兹

Sea Peoples，海洋民族。见Peoples of the Sea，海洋民族

Semelē，塞墨勒

Semitic，闪米特语；derivations，~的起源

Senwosre I，森乌塞特一世，注释。同时见Sesōstris，色梭斯特里斯

Senwosre III，森乌塞特三世

Sesōstris，色梭斯特里斯；campaigns，~的战役；and Egyptian tradition，~与埃及传说；Levantine/Anatolian tradition，黎凡特/安纳托利亚传说；link with Senwosre I，~与森乌塞特一世的联系；and Mit Rahina inscription，~与米特·拉辛纳碑文；stories of，~的故事

Seth，塞特

Sethe，Kurt，库尔特·泽特

Shack，William，威廉·沙克

Shaft Graves，竖井墓

Shang dynasty，商朝


Shujing (Book of History)
 ，《书经》（《尚书》）

Sidon，西顿

Sima Qian，司马迁

Sinuhe，辛奴亥

Smith，Elliot，埃利奥特·史密斯

Solon，梭伦

Sophronius，索福洛尼斯

Speiser，E.A.，斯派泽

Speos Artemidos inscription，斯庇欧斯—阿提米多斯的铭文

Sphinx，斯芬克斯

Spiegelberg，Wilhelm，施皮格尔伯格

Spyropoulos，Theodore，西奥多·斯皮罗普洛斯

stelae，石碑/柱形纪念碑

Stephanos of Byzantinum，拜占庭的斯特凡诺斯

Stevenson Smith，William，威廉·史蒂文森·史密斯

Stieglitz，Robert，罗伯特·施蒂格利茨

Stock，Hans，汉斯·斯托克

Stos-Gale，Z.A.，斯托斯—盖尔

Strabo，斯特拉博

Strange，J.，斯特兰奇

Strøm，Ingrid，英格力·斯特伦

Stubbings，Frank，弗兰克·斯塔宾斯

Stucchi，S.，斯图奇

sun，太阳，sun worship，太阳崇拜

Symeonoglou，Sarantis，萨兰蒂斯·西米奥诺格鲁

Syria，叙利亚，Syrian，叙利亚人/叙利亚语

Syro-Palestine，叙利亚—巴勒斯坦，Syro-Palestinian，叙利亚—巴勒斯坦人

Szemerényi，Oswald，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



Tang，汤

Tell el Daba˂
 a，泰尔埃德代巴亚

Thebes，底比斯；destruction of，~的毁灭；founding of，~的建立

Thelpousa，塞尔福萨

Thera，锡拉

Thera eruption，锡拉火山爆发；and China，~与中国；legends and traditions concerning，有关~的传说和传统记载；re-dating of，~年代的重新界定。同时见Akrotiri，阿克罗蒂里

tholos，tholoi，穹隆顶蜂巢式墓葬

Thrace，色雷斯

Thucydides，修昔底德

Tiryns，梯林斯

Tôd Treasure，透德宝藏

trade，贸易；Aegean，爱琴海的~；direction of，~的方向；Egyptian，埃及的~；Hittite，赫梯的~；by Hyksos，通过希克索斯人进行的~；Levantine，黎凡特的~；in Mycenaean goods，迈锡尼商品中的~；network，~网络

Trojan War，特洛伊战争

Troy，特洛伊

Turin Canon，都灵纸草

Tuthmōsis III，图特摩斯三世

Tyre，推罗



Ugarit，乌加里特，Ugaritic，乌加里特的



van Seters，John，约翰·冯·赛特斯

Vaux，Roland de，罗兰德富

Ventris，Michael，迈克尔·文特里斯

Vercoutter，Jean，让·韦库特

Vermeule，Emily，埃米莉·弗穆尔

Vian，Francis，弗朗西斯·维安

Voss，Johann Heinrich，约翰·弗里德里希·福斯



Wace，A.J.B.，韦斯

Wachsmann，Shelly，谢利·瓦赫斯曼

Wainwright，G.A.，温赖特

Wallace，Peter，彼得·华莱士

Ward，William，威廉·沃德

Warren，Peter，彼得·沃伦

Watkins，Calvert，卡尔弗特·沃特金斯

Watrous，L. Vance，万斯·沃特罗斯

Weinberg，Saul，索尔·温伯格

Weinstein，Gail，盖尔·温斯坦

Weinstein，James，詹姆斯·温斯坦

West Semitic，西闪米特语：alphabet，字母表；languages，~语；myths and religion，~神话和宗教

Wilamowitz-Moellendorff，U. von，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

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温克尔曼

Winlock，H.，温洛克

Woolley，Leonard，伦纳德·伍利

Wyatt，William，威廉·怀亚特



Xia（Hsia）dynasty，夏朝



Yadin，Yigael，伊加尔·亚丁

Yannai，Anita，阿尼塔·亚奈



Zeus，宙斯

Zhou dynasty，周朝

Zoroaster，琐罗亚斯德，Zoroasterianism，琐罗亚斯德主义



译后记

一直觉得，对于认真的译者来说，每本书的翻译都是在履行与原文的契约，总有机缘巧合的相遇、苦乐参半的过程和略带遗憾的结局。

第一次听说《黑色雅典娜》还是1994年的冬天。在选修的希腊罗马神话课上，老师谈到有一本书震惊了西方学术界，其作者认为希腊文明的源头在非洲，所以“雅典娜”应该是“黑色的”。当时资讯并不发达，这种说法让我倍感新奇，印象颇深。国内学者对《黑色雅典娜》的评介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直到2011年才出版了第一卷的中译本。2012年初，三辉图书的编辑通过深圳大学的阮炜老师辗转找到我，邀我翻译该书第二卷。我深知做这样的翻译需要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从实际的角度考虑未免得不偿失，却在犹豫之间蓦然想起多年前的冬日，坐在拥挤的教室里透过玻璃窗望见的一角蓝天，一时冲动就同意了。

能有机会翻译这部学术作品，既能追随作者探索未知的异域，也能以此纪念一心求学的时光，这也算是美好的相遇吧。然而，翻译这本书的艰难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收到样书时我就吃了一惊，全书竟然厚达700多页，仅各章的注释加起来就有近100页。作者思路开阔，旁征博引，时常从一个话题急转到另一个话题，提及的人物和事件简直浩如烟海，行文更是一个长句接一个长句，翻译时稍有疏忽就会出差错。

为了完成这本书的翻译，我用了三年时间，至少查了5000次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拆分了5000个几十分钟译不出一句话的长句，通过谷歌搜索了5000次人名地名术语事件，浏览了上万个相关网页。译文全文近50万字，仅以每个字敲击两到三下键盘计算，我至少为这本书敲了100万下键盘。曾读到温瑞安《刀丛里的诗》后记的最后一段，他说：“当我奋笔疾书，从中夜写到天亮，从二十三楼向风望海，天色渐明，维多利亚海港的星灯渐熄，这时我写完了刀丛的最后一句，忍不住泪，忍不住倦，忍不住前尘如梦，忍不住折断了我的笔，因为无法忍受它再去写另一篇文章。”当我在某个凌晨打出译文初稿的最后一行，腰酸背疼眼里含泪伸手轻抚笔记本和键盘时，终于明白了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忠于原文是学术翻译的基本要求。我在每天开始翻译新的内容之前，都会检查前一天的译文是否有错漏。在初稿完成后的半年里，我逐词逐句对照原文复查了三次，之后又在添加与原文的对照页码时两次通读译文，调整了不够顺畅的词句。书中有大量的专有名词，凡是在第一卷中出现过的均延续了第一卷的译法。第一卷中未出现过的人名均遵循商务印书馆《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的译法或按惯例翻译。朋友周卉曾试着同我一起翻译第12章的初稿，虽然我的最终稿与她的译文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但是这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支持，让我在翻译到苦不堪言时感到自己并不孤单，还有很多人与我一样热爱翻译。

《黑色雅典娜》堪称不朽的经典著作，可想而知，作者贝尔纳先生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心血。而在当今中国，又有多少人能如同贝尔纳一样历数年之沉潜，心无旁骛、苦心孤诣去完成一部厚重的专著呢？我在求学时代和漫游时代结束之后也曾陷入深深的寂寞和惶惑，想不清用心读书用心做翻译究竟有什么意义，然而翻译这本书最终让我重新真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真正热爱、真正为之努力的，将永远为他所拥有。

我原本想等到全书译完后再与贝尔纳先生沟通交流，并就原文中引起我疑问的一些地方向他请教。遗憾的是，到了2013年6月，这本书尚未译到一半，就得知了他在剑桥与世长辞的消息。每念及此，我都无比懊悔自己当初的怠惰。

面对《黑色雅典娜》这样一部巨著，谁都不敢说对译文有百分百的信心和把握，何况我并非古代文明研究的专业人士，不过，至少我已尽了最大努力做到文从字顺，将译文中的不足、不当甚至错讹之处降至最低。没有哪部译作可以成为不朽，译者注定默默无闻，以坚忍、淡泊和热诚追求自己的理想。然而作为译者，可以与无数奇异曼妙的词句不期而遇，可以用不同于其他读者的方式进入原文的世界，通过自己的诠释赋予原文新的生命，这正是独属于译者的幸福——只有在翻译的领域里，自由地跨越边界才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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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词汇借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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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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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闪米特语



埃及语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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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结语





第十三章　闪米特语的嘶音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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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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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农业



烹饪



医药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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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战争和狩猎



船舶





第十七章　语义群：社会、政治、法律和抽象词汇

导语



社会



政治



法律和秩序



抽象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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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仪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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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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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是赛斯的一个殖民地？



对崇拜仪式证据的总结



诸名称的词源



Ḥt nṯr（nt） Nt雅典娜



结语





结论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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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与致谢

首先，我应该感谢罗格斯大学出版社（Rutgers University Press），尤其应该感谢Leslie Michener，他们付出了极大的耐心。本卷的写作事宜始于1987年，预计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请原谅我拖延至今方才杀青付梓，首先是因为围绕着前两卷的争辩使我无法专心本卷的写作，并且我感觉有必要撰写《黑色雅典娜的回信》（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及其未完稿的姐妹篇《为黑色雅典娜辩护》（Debating Black Athena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严重低估了本卷写作的难度，它需要扩充内容，还需要将杂乱无章的手稿井然有序地编排到本卷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天生懒惰。

在其他众人中，我应该向Mary Jo Powell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她富有挑战性地编辑了本卷的手稿。我也需要特别感谢Roger Blench和Gary Rendsburg，感谢他们对我的鞭策鼓励以及对这本书的阅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不完全同意书中观点。在本卷写作的准备过程中，James Hoch、Saul Levin和John Pairman Brown给予我极大的帮助。Louisa Bennion积极协助我对参考文献进行了极大的扩充。我向她表达我诚挚的感谢，这也是我要向Marilyn Campbell表达的，感谢她耐心，并且温馨地引导作者，直到最后一年完稿。我也应该特别感谢Paddy Culligan和Karen English-Loeb，他们绘制了本卷的地图。

本套丛书，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以下诸位的学术协助和建设性的批判，恐难成稿；他们分别是：Nikos Axarlis、Gregory Blue、Stanley Burstein、Eric Cline、Erwin Cook、Molly Myerowitz Levine、Valentin Mudimbe以及David Owen。我也必须感谢以下诸位的极大帮助和鼓励：Anouar Abdel Malek、Lynne Abel、Garth Alford、Fred Ahl、Michael Astour、George Bass、Jacques Berlinerblau、John Boardman、Anthony Bulloch、Walter Burkert、Paul Cartledge、Chen Yiyi、Noam Chomsky、Cyrus Chotya、Geneva Cobb-Moore、Erwin Cook、Paddy Culligan、Peter Daniels、Robert Drews、Emmanuel Eze、Dan Flory、Kirstin Fudeman、Cyrus Gordon、Friedrich Graf、R．Drew Griffith、David Held、Bertrand Hemmerdinger、Paul Hoch、Gayle Holst-Warhaft、Molly Ierulli、Ephraim Isaac、Susan James、Jay Jasanoff、Shomarka Keita、Isaac Kramnick、Peter Kuniholm、Saul Levin、David Levy、Hugh Lloyd-Jones、Anthony Löwstedt、Beatrice Lumpkin、Fuad Makki、Uday Mehta、Henry Mendell、David Chioni Moore、Toni Morrison、Joseph Needham、Maryanne Newton、John Papademos、Jacke Phillips、Paul Powell、Jamil Ragep、Andrew Rammage、Nancy Rammage、John Ray、Colin Renfrew、Lori Repetti、Carl Sagan、Edward Said、Stephen Scully、Reynolds Smith、Anthony Snodgrass、Barry Strauss、Karen Swann、Wim van Binsbergen、Frans van Coetsem、Emily Vermeule、Vance Watrous，以及Linda Waugh。不幸但又不可避免的是，完成本书的时间跨度太久，其中的许多学者如今已不在人世。

30多年来，虽然不能说成无法自拔的沉迷，但是对《黑色雅典娜》丛书的沉迷使我总是不能扮演一个乐于回应或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家庭成员为我付出的耐心和爱，感谢我的儿子Panl、Adam和Patrick，女儿Sophie、女婿Mark以及他们的孩子Charlotte和Ben。感谢我的儿子William、儿媳Vavnessa以及他们的孩子Katie和Dan。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Leslie，28年来，她给予我了智力上的激励和感情上的支持，使我能够坚持这么长久。



转写和表音拼法

重构

本书对诺斯特拉语系、亚非语系和印度—赫梯语系的重构是按照几位学者的研究进行的，他们的工作为相关章节写作铺垫了基础。他们是研究诺斯特拉语系的学者阿兰·博姆哈德（Allan Bomhard）、约翰·C.克恩斯（John C．Kerns）；研究亚非语系的弗拉基米尔·E.奥廖尔（Vladimir E．Orel）和奥尔加·E.斯托尔博娃（Olga V．Stolbova）；研究印度—赫梯语系的托马斯·V.加姆克列利茨（Tomas V．Gamkrelidze）和雅克斯拉夫·伊万诺夫（Vyačeslav V．Ivanov）。他们的重构相似但不相同。他们全部在声门闭塞音后使用撇号p’、t’、k’来表示重音，偶尔表示为声门音。这些发音的准确性质不能确定，唯一能确定的是它们既不是浊辅音又不是清辅音。当引用博姆哈德、克恩斯、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文字时，我使用大写的“H”表示准确性质不确定的“喉音”，因为它们在所有的印度—赫梯语系分支（安纳托利亚语族除外）都已经消失。“H”并不一定适合于描述原始亚非语系这个超级语言家族，因为它有独特的“喉音”＞、‛、h、ḥ和ḫ存在于它的许多分支语言中。塞音后面的发音符号［h］，表示发音，而非音位或者词义交替。

埃及语

在这套丛书的前两卷里，所采用的埃及语词汇拼字法是英美的埃及学专家使用的标准拼字法；唯一例外的是，通常转写为“ḳ”的符号在本卷中将写作“q”。

无论早期埃及语和中期埃及语（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1600年）中з的确切声音是什么，它都被使用在包含r、l甚至n的闪米特名字的词汇中。这一辅音值直到新王国时代开始时仍然保留着。在晚期埃及语（口语，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700年）中，它似乎成为一个>aleph；后来，它像南部英语的r一样，仅仅修饰邻近的元音。埃及语ἰ对应闪米特语的>aleph和yōd。>aleph在许多语言中都有发现，几乎所有亚非语中都有它。它是元音前的声门音，正如伦敦东区方言（cockney）中的“bo>l”和“bu>ə”（即bottle和butter）。埃及语‘ayin也出现在多数闪米特语言中，它是浊音的或者口语的>aleph。埃及语词形似乎与后元音o和u相关。

在早期埃及语中，符号w被写作小鹌鹑鸟（quail chick）的形象，可能最初只有纯粹的辅音值。在晚期埃及语中，埃及口语的发展对希腊语影响最大。它似乎经常被读作元音，o或者u。写作r的埃及符号在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通常转写为l。在后来的埃及语中，它似乎和з一样弱化，仅仅成为元音的修饰音。

在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中ḥ被读作强调的h。这表明在埃及语中通常转写为ḫ的符号最初的发音是ǵ。在中期埃及语和晚期埃及语中，它的发音被清音化为类似于苏格兰语“loch”中的ch。转写为h的符号发音为ḫy，在中期埃及语和晚期埃及语中，它经常与š相混淆。š过去被转写为最初发音有些类似ḫ的符号，它在后来被读作sh或者skh。

综上所述，q代表着重读的ḳ。

字母ṯ大概最初读作ty。它甚至在中期埃及语中就已经与t混淆。同样，ḏ经常与d互换。在晚期希腊语中，浊辅音与清辅音趋向于融合；这样，在ṯ、t、ḏ和d之间就出现了混淆。

埃及名字

埃及神灵的名字根据最常见的希腊语进行元音化：例如>Imn转写Amon（阿蒙），St转写为Isis（伊希斯）。

国王的名字一般采用A．H.加德纳（A．H．Gardiner，1961）的著名法老的希腊名字的译法，例如Ramesses（拉美西斯）。

科普特语

科普特字母表的大部分字母源于希腊语，因此采用同样的转写形式。此外六个来自古埃及语世俗体（Demotic）的字母的转写方式如下：

š　　ḫ　　j

f　　h　　č

闪米特语

闪米特语辅音的转写相对符合习惯。在前面讲埃及语时已经提到几个复杂的情形。除此之外，还有如下情况：

在迦南语中，发音ḫ和ḥ融为一体。本卷的转写有时反映词源的是ḫ而非后来的ḥ。ṭ是重读的t。通常转写为th的阿拉伯字母thā’，本书写作ty。同样情况，dhāl本书写作dy。乌加里特语中与阿拉伯语ghain相对应的字母转写为ǵ。

在西部闪米特语中tsade几乎肯定读作ts，字母śin最初好像类似于威尔士语中ll的边擦音（lateral fricative）。从公元前一千纪起，希伯来语的转写过程中，字母shin被转写为š。在别处，它仅仅转写为s，因为我怀疑š发音的古代性和范围。

转写中不标明字母中点
 （dagesh）或塞—擦字母
 （begadkephat）。这样处理是为了简单明了，同时也是因为我怀疑它们的古代性和范围。

元音化

《圣经》马所拉本的元音化完成于9世纪和10世纪，但反映了古老得多的发音，其转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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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元音转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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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音符号和吟诵符号（cantillation）通常不标出。

希腊语

我有些犹豫地确立了希腊字母对希伯来文字（阿拉姆文字）和埃及文字的特权，无论何时引入新词都保持不变，而对其他文字则一律进行直译（transliterating）。因为，埃及学家和闪米特学家发现希腊字母易于识读，许多非专业的罗马字母使用者也这样认为。相比之下，只有较少一些古典学者能够识读希伯来语，事实上没有哪位古典学者能够识读象形文字。其中关键因素还包括，象形文字提供的信息无法通过转写来加以利用。

辅音的转写得到了普遍认可。被同样认可的还有元音η和ω的转写，它们被转写为/ē/和/ō/。Longᾱ\is rendered/ā\/.按照惯例，ϒ被音译为/y/，尽管事实上本套丛书提到的几乎所有的借用语都出现在“u”之前，在其前的/u/则变成/ü/。一些闪米特语被希腊语借用可能晚于它们被腓尼基语借用。不过，最规则的对应是希腊语中的“υ”与较早的闪米特语和希伯来语中的/u/以及埃及语中的/w/。



地图和表

地图

1．单列鱼叉和波浪纹陶器的扩散

2．诺斯特拉语系的扩散

3．亚非语系的扩散

3a．从亚洲（Militarev and Schnirelman）

3b．从非洲（Diakonoff）

3c．从非洲（Orel and Stolbova）

3d．从非洲（Ehret）

3e．从非洲（Blench）

3f．从非洲（Bender）

3g．从非洲（Bernal，1980）

3h．从非洲（Bernal，2004）

4．印欧语系的扩散

5．古代东地中海世界

6．南部希腊地区

7．彼奥提亚地区

表格

1．印度—赫梯语系

2．埃及年表

3．爱琴年表

4．希腊年表

[image: ]
地图1　单列鱼叉和波浪纹陶器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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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诺斯特拉语系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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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a　亚非语系的扩散：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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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b　亚非语系的扩散：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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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c　亚非语系的扩散：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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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d　亚非语系的扩散：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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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e　亚非语系的扩散：从非洲



[image: ]
地图3f　亚非语系的扩散：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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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g　亚非语系的扩散：从非洲



[image: ]
地图3h　亚非语系的扩散：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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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印欧语系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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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　古代东地中海世界



[image: ]
地图6　南部希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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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7　彼奥提亚地区




表1　印度—赫梯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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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埃及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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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Breasted（1906，I，pp．40–5）；Meyer（1970b，pp．68 and 178）；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harts at the end of vols I.2B，II.1 and II.2）；Helck（1971，chart；1979，pp．146–8）；Mellaart（1979，pp．9 and 19）.（表格中年代，皆为公元前年代。——译者注）


表3　爱琴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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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H=《剑桥古代史》（第三版）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rd edition.

K&M=Kemp and Merrillees（1980）Minoan Pottery in Second Millennium Egypt
 .

Bet.=Betancourt（1989）‘High chronology and low chronology：Thera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贝尔纳1=《黑色雅典娜》，第1卷。

贝尔纳2=《黑色雅典娜》，第2卷。

数据来源：Breasted（1906，I，pp．40–5）；Meyer（1970b，pp．68 and 178）；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harts at the end of vols I.2B，II.1 and II.2）；Helck（1971，chart；1979，pp．146–8）；Mellaart（1979，pp．9 and 19）.（表格中年代，皆为公元前年代。——译者注）

表4　希腊年表



绪言

融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劳伦斯·安琪儿，1971年


 前两卷及其反响

1879年，人类学先驱E．B.泰勒（E．B．Tylor），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比较墨西哥的游戏帕托里（patolli）和印度的棋牌游戏帕奇希（pachisi）。他得出结论，这两种游戏不是相互独立的发明，其中一种是另一种传播扩散的结果。
(1)

 他的立论基础是两种游戏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性。如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这种接触的可能性与任何两种性状复合体中类似因素的随机数量
 （the number of arbitrary）成比例地增加”
(2)

 。本套丛书的第三卷，是基于这一原则进行写作的。它关注的是语言，对语言的不同侧面的关注或多或少带有随机性。语音最终要受到口腔和舌头的限制。由此，要想使两个词有说服力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必须在字词中或它的语境中分享多重的类似性。不过，词形、句法和词素具有天生的随机性，尽管大多数语言具有的拟声词和音义联觉（phonesthemics）比斐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的还要多；他当时宣称，能指（signifer）和所指（signifed）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区别。无论如何，文字都不是钓鱼钩。相较于渔具的类似性而言，不同语言之间的语音与语义的类似性需要更加严肃的对待。

语言是《黑色雅典娜》系列著作中最富争议的内容。在前两卷的评论者中，有许多人坚称我的历史学内容大体上是完全正确的，考古学内容则不可信，语言学内容更是疯言疯语。“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且在中间……”完全是自由主义或心胸宽广的回答。在第二卷《考古学和书面证据》出版后，有关著作这方面内容的回应变得更加微妙了。评论者一般都不喜欢我的“方法论”，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我没有方法论。与之相对应的是，没有人愿意挑战我的结论，尤其是关于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东地中海世界存在着密切联系的结论。一个带有广泛恶意的匿名评论者在考古学杂志《古代》（Antiquity
 ）发表文章，指出“贝尔纳有一个扰乱人心的习惯，即把错误的原因作为正确的原因使用”
(3)

 。

在我看来，如果“作为正确”（“being right”）不仅仅是一时侥幸成功的结果而是一种习惯性做法，那么人们应该问，为什么传统的“原因”能够导致错误的结论。我相信，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我仅仅是为了追求“有说服力的可能性”（“competitive plausibility”），相关领域内的保守学者却要求提供“证据”。具体说来，他们倾向于时间和空间上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这种倾向会导致毫无疑义地接受成见。就时间而言，他们假设，它是一种现象，直到被首次证实之前是不存在的。就空间而言，他们高谈孤立主义观点，要求提供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交往的证据。针对后者，要求提供影响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的证据，我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已经详细地探讨过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从本质上讲，他们对古希腊持有一种纯粹的印象，纯粹的欧洲印象。

在过去30年间，研究古代中东的历史学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考古学家发掘出的证据越来越多，证明埃及与黎凡特地区和爱琴海地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爱琴海地区出土了一个带有埃及地名的雕像基座；锡拉（Thera）岛火山公元前17世纪爆发，在它的堆积层下面发掘出的的精彩壁画，带有埃及和黎凡特风格。
(4)

 还有其他证据，其中包括在希腊底比斯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印章、在卡斯附近的南土耳其海岸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失事船只（载有令人震惊的财富和各地的物品）、在泰尔代巴（Tel Ed Daba˂
 a）
*

 发现的埃及—弥诺斯风格的绘画（泰尔代巴为希克索斯人的首都，希克索斯人是公元前17世纪统治着下埃及的叙利亚人）。在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绘画雕刻品上发现的迈锡尼人使用的希腊文字，最近被编册出版。铅同位素分析表明，一些发现于14世纪埃及的铜和银来自阿提卡劳利昂（Laurion）矿区。
(5)

 最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阿尔哥利德（Argolid）久负盛名的两座埃及风格的金字塔，如今极有可能被确定为在公元前3千纪即埃及的金字塔时代建造。过去，它们被认为是古典建筑或希腊化建筑。这一修订的年代表明尼罗河文化在极早期对爱琴海文化的影响。
(6)



这类发现使得考古学家不情愿地离开抛弃对深远的跨文化影响的假设。同时，伴随着这一学科内持续增长的内行压力或学术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起反对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外部力量也在学术界广泛流行。这些趋势与一种日益觉醒的知识的社会植入性意识结合在一起，并且承认早先的古典学者和古代历史学家不仅身列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社群之中，并且有时还成为这些丑恶运动的先锋人物。

因此，20世纪80年代，一些心胸开阔的学者，如著名的沃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和莎拉·莫里斯（Sarah Morris），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强调黎凡特对爱琴海地区的影响的重要性，并且承认它们在过去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先前学者的反犹主义。
(7)

 这些著作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几乎与《黑色雅典娜》同时，它们显然是同样的知识氛围或时代精神的产物。事实上，这些学者都是专业出身，他们的著作不管在性质上还是在认同（reception）上明显不同于《黑色雅典娜》。最后，尽管韦斯特没有倾向于将他在希腊看到的“东方”影响限制在古风时期（公元前750年—公元前500年），而不将青铜时期包括在内，但伯克特和莫里斯的确是这样处理的。在空间上，这三位学者都全部局限于黎凡特的影响，而将埃及的影响排除在外。
(8)



这些限制使他们的著作易于被接受。这些著作受到的热烈欢迎——莎拉·莫里斯获得了美国考古学会年度图书奖——需要进一步解释。这种接受与许多古典学者对《黑色雅典娜》表现出来的敌意形成了鲜明对比，先前赛勒斯·戈登（Cyrus Gordon）的著作以及迈克尔·阿斯特（Michael Astour）的纯学术著作《希腊—闪米特研究》（Hellenosemitica
 ）也同样遭受到了极多的敌意，《希腊—闪米特研究》详细探讨了黎凡特神话和爱琴海神话的明显类似处。
(9)



这些著作不仅因为内容而遭到拒斥，也因为它们的作者是局外人而不被认可：戈登和阿斯特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闪米特学家。然而，不仅作者身份重要，而且作品内容也重要。然而古典学者先前的作品，如马丁·韦斯特的《早期希腊哲学与东方》（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
 ）或者彼得·沃尔卡特（Peter Walcot）有关赫西俄德的论著或者鲁思·爱德华兹（Ruth Edwards）的《腓尼基人卡德摩斯》（Cadmus the Phoenician
 ），并没有遭到抨击。但是，这些著作也没有受到古典学界的严肃对待。换言之，对于一贯坚持孤立主义观点的古典学者而言，他们这些著作不具有可接受的影响力。
(10)




 “古典学已被误解”

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93年1月美国语文学协会年会上主席致辞的开篇段落证明了这一变化。美国语文学协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权威的古典学组织，时任主席路德维希·克嫩（Ludwig Koenen）向他的同行们发表了演说：

自20世纪之初以来，我们这个领域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近东文化对希腊的影响：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明确地表达了东方化时代的存在；新的发现甚至点亮了黑暗时代；B类线形文字的识读改变了我们对史前希腊史的观点；许多希腊语、古埃及语和近东语言写成的文献的出土推进了我们对这些社会的认识。我们不能再容忍孤立地看待早期的希腊。然而，学者所知晓的知识并不总是被带进课堂，所以普通大众几乎没有觉察到我们对古代文化尤其是早期希腊文化的描绘正在进行的强劲变化。西方传统及其一贯的教育倾向于强调希腊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
(11)



古典学这门学科为拒绝这些变化而进行的圆滑辩护，未能将古希腊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之中。专业学者们现在可能会说我的著作和所有非洲中心主义者（Afrocentists）的著作都是多余的，他们的理由是：多少年来，他们自身对外来因素影响古希腊的观点一贯秉持开放的态度。更甚者，他们可能会将我们的著作视为有害之作，因为他们将其视为“政治化”的产物，将本应该保持客观和纯学术态度的问题吵得沸沸扬扬。
(12)



认为非洲中心主义者们和我将政治引入了古代史这个领域的观点不再能自圆其说。如今，有思想的观察者普遍接受了一个事实：如我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所证明的那样，在19世纪早期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处于它的形成时期
 时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

这一如今被接受的观点似乎与克嫩的看法相矛盾，他们的看法是：尽管专业学者们知道外来因素的古希腊的影响，但是他们和教育者们不情愿讲出这些事实。但是，这一言论道出了一定真相，至少从1980年后自我意识的保守文化政治学兴起以来便是如此。然而，在此之前，许多通史学家，诸如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G．Wells）在他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
 ）中、威尔·杜兰和艾利尔·杜兰在他们的《世界文明史》（Story of Civilization
 ）中讲述环地中海世界的相互联系时和那些古典学者同样误导人。
*

 看看，例如H．D．F.基托（H．D．F．Kitto）、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或切斯特·斯塔尔（Chester Starr）等古典学领域内的专业学者在他们的通俗化读物中所体现的孤立主义。
(13)

 克嫩认为这一误解源于专业学者未能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他的观点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古典学家应当承受的主要批评是他们对“希腊奇迹”这一19世纪无中生有的
 （ex nihilo）神话念念不忘。

克嫩教授对20世纪“不断增长的
 学者人数”的文献引用注入了一个虚假的进步观念。事实上，许多20世纪初便已从事研究的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诸如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和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在对待埃及和黎凡特影响希腊的观念上比后来的学者更为开放。柯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的早期作品仅仅是这种现代孤立主义的极端代表而已。
(14)



克嫩教授本人属于古典学科隆学派的成员，这一事实具有重要影响。在数十年间，这个学派对近东影响古希腊的观点持有不同寻常的开放态度。明显的，上文提到的沃尔特·伯克特和马丁·韦斯特都与这个学派保持着联系。他们的老师莱因霍尔德·梅尔克尔巴赫（Reinhold Merkelbach）是古希腊罗马秘仪（mystery cults）方面的大权威，秘仪作为古典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受到的公开的东方影响是如此的强烈以至这些影响不可能被忽略。当他强调或聚焦于公元前750年—公元前650年这个东方化时代时，他体现了这个学派的精神。克嫩、梅尔克尔巴赫、韦斯特和伯克特等所有人都弱化了埃及的角色。尽管如此，他们都承认，用孤立主义观点去理解希腊文化无异于坐井观天。在不久之前，科隆学派关于东方影响的著作仍然被边缘化，尽管这个学派的学者都接受过极好的学术训练。现在，为了回应外部压力，他们的著作作为古典学长期以来一直具有开放心态的证据，被置于了这个学科的中心位置。


 来自一位元老的诅咒

让我们来看一个回应的事例。保罗·O.克里斯特勒（Paul O．Kristeller）是文艺复兴史的元老（G．O．M.），他在1995年（即他去世前一年）初注意到了《黑色雅典娜》。
(15)

 不像其他评论者，克里斯特勒是如此的德高望重，他认为没有必要亲自对它穷追猛打。所以，我相信，他的评论尤其重要，因为他能够公开表达许多高级学者感受到却又不愿在公众面前表达出来的看法。

无须多言，克里斯特勒教授不喜欢我的著作。他认为这本书“充满了严重的史实错误和解释错误”。但是，他没有举出任何事例，而是倾向于坚持普遍性。“首先”，他被我在古典学方面“极端可怜的”学术资历所震惊，因为我是汉语方面的专家。他进而罗列了他本人的六个老师，他们都是20世纪早期学界的领军人物。

这一做法恰巧说明了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所表达的观点。乔姆斯基写道，他很高兴与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一起工作，因为——在其他问题上——当面对一个新观念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它可行吗？”相反，人文学科的学者则倾向于质疑：“你是谁？你的学历是什么？谁是你的老师？”
(16)

 我认为，乔姆斯基的区分有些夸张。自然科学家也关注学历，并且那些采用效能标准来评判《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和第二卷中阐明的观点的古典学家和古代史学家的数量也给我留下了印象。此外，人文学科要远比自然学科更难确定什么“可行”。不过，正如克里斯特勒所说明的那样，乔姆斯基的区分值得很好地采用。

克里斯特勒的第二个观点是在德国的他所有的老师在20世纪20年代都强调希腊艺术中来自东方如埃及的影响的重要性、希腊字母的腓尼基来源，以及希腊天文学中的东方——“美索不达米亚的超过埃及的”——影响。
(17)

 他不接受“后来的”（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作家论述埃及思想影响到了希腊神学和哲学的观点。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近来学界证明它们具有深刻的埃及宗教根源或直接源于埃及，将“希腊语”赫尔墨提卡
 （Hermetica）当作“非常晚期的伪造”而弃之不顾。
(18)



克里斯特勒教授最为轻蔑的是我的语言学论证。他首先对我的观点进行了少许的夸大：“贝尔纳声称，古典希腊语的词汇中，仅有1/3来自印欧语……”事实上，我始终认为这个比例差不多是40%。他继续写道：“然而（贝尔纳）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词汇的词源是什么。”但是我反复说明这些词源大体上是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克里斯特勒还同样断定“他（贝尔纳）对他这一说法的任何方面都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事实上，关于这些问题我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已经为语言学家列举了足够多的例证。
(19)



随后，克里斯特勒举出了一个精彩例证，论证“它不是真实的，即便是真实的，它也无关紧要”。他声称：“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有关外来的借用词（foreign loans）］这样的证据，并且我确信不存在这样的证据。即便这个观点是真实的，它也与所谈的问题不相关。”克里斯特勒的保留立场或备用立场是简单的断言，即在早期希腊语中“只有带有具体含义的词汇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对于这个断言，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本卷将证明我是多么地奋笔直书，来推翻它。这个断言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利用纯希腊语前缀和后缀得出的。如我希望在本卷中所展示的那样，许多前缀包括介词kata（“下”）和syn-（“带”），以及后缀如-de（“向”）、-then（“从”）和-eus（“……的人/物”），都不是印欧语，完全可能是亚非语（Afroasiatic）。不过，大部分介词的确具有印欧语词源，并且，我很乐意地承认希腊语用这些介词创造了许多新词汇，它们改造了希腊语。不过，我在先前两卷中已经指出，大量的、最为重要的抽象词汇——诸如kudos（“神圣”）、sophia（“智慧”）、timē（“荣誉”）和makarios（“被神保佑的”）——似乎具有亚非语词根，而不具有印欧语词根。

克里斯特勒紧接着对20世纪保守的古典语言学家的态度给出了一个准确描绘：“有关希腊（和拉丁）词汇的现代丰富文献，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证明外来词源的存在。”
(20)

 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同，纯粹的古典学家尤其是语言学家，他们总是倾向于心胸狭窄地审视南方和东方对爱琴文化的影响。像克里斯特勒一样，他们与希腊宗教和哲学的实质内容来自埃及和黎凡特的观点水火不容。尤其是，他们拒绝接受任何认为希腊语言曾经受到过埃及语言和闪米特语言的实质性影响的观点，更不用说它们曾经被后者重塑过（modifed）的观点了。

语言是古典学的核心内容。作为这个学科最为具有难度的内容，其难度远远超越了其他内容，它被视为一个基本要素（sine qua non），即合格的古典学家的试金石。语言之所以被视为古典学的核心内容，是因为这个学科是在浪漫主义时代初期（1815—1830）的狂飙洪流中创建的；在当时，语言被视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或与众不同的本质。这种观点至今仍在许多领域内流行。

浪漫主义也与纯正性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被视为纯洁并屡次与“种族”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些19世纪早期新兴的古典学家不能容忍先前认为希腊语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混合语言的观点，更不用说它受到了“低种族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影响。

在19世纪晚期的中国，一些保守的改革派人物，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根据这一口号，引进西方的实践或技术（用）是正确的，但保留中国的根本（体）更为重要。
(21)

 总体而言，19世纪和20世纪的古典学家和人文学科学者，被一种类似的力量所鼓动，保护他们所深深青睐的文化的所谓本质纯正性。克里斯特勒教授是心胸较为开放的学者中的良好代表，他乐意接受技术性的引入；但是，他和他们在思想里划下了一条红线，即任何来自近东的影响都可能影响到希腊的“灵魂”：它的宗教、哲学，尤其是语言。对于后者而言，唯一例外的是他们承认，腓尼基人将为香料和其他贸易商品名称命名的“实践的”闪米特词源引入希腊。他们这样做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腓尼基人是一个“商业民族”。

事实上，如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所证明的那样，体和用之间不存在着一个清晰明了的一分为二。在某种意义上，从根本上做这类区分是有用的，但是体和用总是不可救药地难分你我。另外，克里斯特勒在认为希腊语言根本上是独立的主张中，他混淆了纯正性和本土性。

在这个问题上，克嫩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他写道：

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希腊语引入哪些外来因素，并且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是如何富有成效地利用外来观念的，用它们来垒砌本族文化的高楼大厦。独创性罕见于伟大的思想中，天才的大脑也是空无一物。独创性更经常是在吸收他人观念之后进行再加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22)



我完全同意克嫩的观点。不过，直到最近，克嫩的观点才在古典学界占据主流地位。他所在学科领域中的大多数学者，在对待古希腊的本质纯正性和纯洁性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深情地陶醉在这个幻象中。只有这种陶醉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学者们要假设两个最为强大的语言学邻居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不会大规模地影响到希腊语。

这一言论，又将我们带回到了本序言的开篇处对《黑色雅典娜》的三种回应那里：我的历史学内容大体上是完全正确的，考古学内容则不可信，语言学内容更是疯言疯语。对古典学者和古代史学家而言，历史学的地位相对较低。虽然历史学方面结论可能不令人愉快，但是这些专家相信他们可以接受它们或者抛弃它们，并且在不受这些挑战的影响下延续他们的“实践”或“真实”历史。接受一种新的考古学方法更为困难，相反，那些以前的孤立主义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抨击我缺乏方法论的指导来挽救他们的骄傲。语言是旧古典学的最后堡垒，唯一可能的让步，即克里斯特勒所暗示的保留立场，他和大部分保守的语言学家极其不愿意接受。

存在着三个观点：（1）19、20世纪的语言学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心胸狭窄地否定大量来自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外来语被希腊语借用的可能性；（2）当代考古学界，观点一致地认为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环东地中海世界保持密切联系；（3）一半以上的希腊语词汇无法从印欧语方面来解释。一个人接受了这三个观点后，将会认为，拒绝承认希腊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来自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外来语的可能性完全是无理取闹。既然在地理上接近，联系又是人所共知的，时间跨度漫长——大约有3000年，如果这三大文化之间不存在大规模的语言交流，并且这股交流的洪波不是从更为古老、更为富饶和更为精妙的东南文明向着西北方向顺势而下的话，那么这将是何等的荒谬？


 第三卷的内容概要

既然所有相关的学科和我的整体韧性都取得了进步，大家不要奇怪，本书将不会按照20年前在第一卷中所勾勒出的基本框架进行写作。首先，我原本计划写两章有关文献和考古发现方面的内容，但是它们被扩充为第二卷，足足700多页。就这样，第三卷便专写语言方面的内容。现在，我将概述一下它的结构。

从一开篇，我便面临着一个写作结构的基本问题：本书应该先写大家熟知的和已被接受的内容，然后由已有定论的内容过渡到可能是真实的内容，再写那些似乎是真实的内容，最后以纯粹是推测性质的内容结束全篇？还是应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写作？编年史式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将会涉及从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远古时代向更为晚近且更为人知晓的时代过渡。我选择了编年史式的框架，原因有二：顺时叙述的美学感染力、因果关系和时间连续之间的紧密联系。

所以，在我笔触本卷的核心内容——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对希腊语的语言学影响——之前，我先开阔视野，更加深入地探讨“诺斯特拉语”（“Nostratic”）；这是一个假设的超级语言家族，上述三种语言都由它派生而来。接下来，我将探讨亚非语，它是一个已被公认的超级语言家族，包括埃及语族、闪米特语族和印欧语系，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从一开始就应该强调的是接下来的篇章仅仅是对本卷基本框架的描述。具体的章节本身包含有许多议题和材料，它们不会在这个摘要中被提及。

第一章探讨的是历史语言学和关于语言接触的思想。历史语言学首先探讨的是印欧语系的发展以及它在两个主要方面仍然是历史语言学领域内的核心内容。首先，虽然学界在研究其他语系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重构原始语言中印欧语系或明或暗地被当作参考和模式，并且绝大多数的原始语言重构事例都来自印欧语系。

其次，更为复杂的是印欧语系研究对历史语言学的影响成为遗传模式本身关注的焦点。“家族”和“发生关系”等术语暗示着持久性和规范性，并且一个语言家族所具有的最共同的图像或图表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以树状图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偏好上，历史语言学背离了它19世纪早期的起源。浪漫主义学者过去钟爱并且现在仍然钟爱树状图，因为树木既具有可变性又具有稳定性，它们植根于自身的土壤里。

并且，虽然它们会生长并且枝繁叶茂，但是它们一般不会长进其他树木或者与其他树木长在一起，而是保持着单一的树干，以便保持纯洁的形象。关于这一偏好，也存在着超历史的原因。在大多数文化中，橡树从一颗橡子中生长发芽，只有单独一个树干却枝繁叶茂，令人赏心悦目。相较于其他模式而言，树状图易于理解。尽管语言学家没有在这方面利用树状图，如果一棵实际的树没有树干而是多根树的话，它能提供一个更好的模式。一些加勒比学者已经尝试着通过根状茎
 （rhizome）一词传达这一观念，该词在希腊语中表示“根”（“root”）。正如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所说的，“新长老只是夸大的旧牧师而已”，人们可以说根
 和根状茎
 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现代植物学中，rhizome被用来表示“根状茎”（rootstock），尤其是指红树属树木的交错的网状根系；相对于一棵只有一根主干的大树的形象而言，许多加勒比地区的知识分子将其视为一个更适合描述他们的文化的形象。

关于准确性和条理性之间的总体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极好的例子。我认为，相对于橡树而言，一片红树林湿地为人类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准确的模式，树与树彼此之间是如此盘根错节。不过，红树缺乏树木的条理性和可辨明性。用一个移入的非洲树的形象来描述复杂的加勒比文化的尝试无疑已被通过种类繁杂、相互缠结的根状茎图景来描述的尝试所取代。不过，在另外一些情况里，条理性的优势超越了准确性的优势，以至统一性普遍被强加于一种具体的语言身上，因为它可以便利地被视为一棵长有一根主干的树，尽管这棵树总是长有多重的根。我将埃及语、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置于最后一种类型。不过，在其他许多情况里，文化的可渗透性使红树林湿地模式更加适合。

宏观历史语言学

第二章所讲的主题是，那些有意识地试图超越印欧语系和其他公认语系的学者也在利用树状图模式。因此，学者们提出了超级语言家族的设想，其中，最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相关的超级语言家族是亚非语系（Afroasiatic），它过去以含米特—闪米特语（Hamito-Semitic）或闪米特—含米特语（Semito-Hamitic）被大家熟知。这一涵盖极大的语系包括：闪米特语族（Semitic），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以及西南亚所讲的语言；乍得语族（Chadic），即乍得湖周围及以西的豪萨语和其他语言；柏柏尔语族（Berber），西北非的原始语言，当地山区及偏远的沙漠绿洲居民仍在使用；东库希特语支（East Cushitic），索马里语及其亲属语言；中库希特语支（Central Cushitic），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使用的语言；南库希特语支（South Cushitic），散布在肯尼亚的诸族群所使用的语言；奥摩语族（Omotic），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某些分支由单一语言构成，如古埃及尼罗河和红海之间地区的语言——贝沙语（Beja），以及古埃及语。语言学家们在所有这些语支中发现足够的共同特征，以至假定存在着一种非常古老却单一的原初语言。另外的语言学家们发现甚至更大的超级语言家族，如在从塞内加尔延伸到斯威士兰的地区使用的尼日尔—刚果语（Niger-Congo）。他们考察了更广泛的范围之后，识别了遍布北非的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 family），它的确带有极少的共同特征。

自19世纪晚期以来，语言学家们就偶尔尝试在印欧语系同其他语系之间建立发生性的关联。他们不被主流印欧语专家们接受，原因有多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任何这种关联都将破环印欧语言的纯正；在方法论层面，这些尝试所依赖的不精确论证是在单一语言家族内紧凑优雅地工作的男男女女们所不能忍受的。

第一种尝试是建立闪米特语和印欧语的联系。这种尝试的外在原因或意识形态原因是相信印欧语和闪米特语“种族”是对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仅有的“种族”，这种观念在19世纪中期普遍流行。其内在原因是，事实上，两种语言家族中的动词词根是基于三辅音字母组（triple consonants）构成，并且两种语言家族中都能找到大量的可能的同根词和具有明显亲缘关系的词汇。

对这种联系的兴趣随着反犹太主义的兴起而逐渐消退，特别是在闪米特语与某些纯正的非洲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在亚非语系中建立之后。一些学者继续致力于设想诺斯特拉超级语言家族，并且因为印欧语同亚非语之间有亲缘关系而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最近40年，对另一超级语言家族“亚欧语”的兴趣明显增加。该语系的核心包括：印欧语系；乌拉尔语［（Uralic）芬兰、匈牙利及其他欧亚北部地区语言］；阿尔泰语［（Altaic）土耳其、蒙古等地区的语言］；通古斯语［（Tungus）满语（Manchu）］；朝鲜语；以及日语、阿伊努语（Ainu）和因纽特语（Inuit）。一些学者认为以下语言也属于该超级语言家族：南高加索语［（Kartvelian）格鲁吉亚语（Georgian）及其亲属语言］，西北高加索语［（Northwest Caucasian）阿布哈兹语（Abkhaz）］和达罗毗荼语［（Dravidian）印度南部语言）］。进行这种归类的一个政治目的是建立一个将苏联境内格外纷繁复杂的语种全部囊括在内的语言家族。结果发现，虽然这些语言家族共享的相似的词汇比印欧语和亚非语的更少，但是印欧语、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在词法或语格系统以及语言形式上都表现出惊人的共同之处，这是在其他语言中没有发现的。出于许多原因考虑，语言学家们更愿意相信这些类似性，而非词汇上的类似性。

尽管树状图模式在解释语族内部或语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显示了它的功用，但是用这种模式来描述语言的发展可能对历史语言学家尤其具有误导性。为了勾画一个这种类型的最为著名的并且经过最为透彻的研究的树状图，罗曼语的许多特征都可以被解释为有别于罗马帝国内通俗拉丁语。另一方面，为了理解单独的语言的其他方面，它又要求获得若干省份在拉丁语到来之前所讲的语言的知识。这种理解通常极难获得。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需要考虑到邻近族群或征服族群的语言对前面那些罗马省份的语言学影响：斯拉夫语对罗曼语，哥特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对意大利语，法兰克语对法语，以及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如果这一谨慎对研究晚近的、被大量证实的，和地理上构成的罗曼“语族”来说是有必要的话，那么它对于研究那些更为古老和传播更为广泛的大语族来说甚至更为重要。

受制于他们的学科出身和害怕离开树状图模式会带来不准确性和不确定性，保守的历史语言学家们对非发生性的文化接触怀有极大的不信任。这一学科的词汇表证明了这种不信任。例如，用来表示一个语种的词汇被另一个语种采用时称之为“借入”（“borrowing”）。“借入”和“借出”（“lending”）是——如果我们相信莎士比亚笔下平庸的波洛涅斯（Polonius）的话——令人讨厌的活动，它们带有肮脏的商品交易内涵。它们将混乱和“污垢”添加到了它的“错位问题”的基本意义里。此外，借出意味着一个短暂行为。事实上，被借出的词汇
 当然不可能再被归还，并且它们通常会像本族词汇一样久地存在于“借入的”语言里。对于那些在19世纪早期首先创造了术语“Entlehnung”（词语借贷）的德意志语言学家而言，“借入”或“借出”这些词汇的确显得短暂和不自然。那些语言学家试图用“真正的”条顿语（Teutonic）词根构成的词汇取代具有法语和拉丁语词源的词汇，借以改革德语。
(23)



在过去的20年间，关于语言接触与融合的研究越来越流行。研究方法也不拘一格，但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特征。最重要的共性是语言不是独立自主的存在物，而是活生生的族群通过说话表达出来的社会产物。所以，语言接触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反映。一个推论是，虽然诸如法语和德语等语言的类似性或许能够使不同语言之间的借用变得容易一些，但是两个语言族群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构成了决定性因素。例如，千百年来的频繁的文化交往使汉语对日语词汇产生广泛影响，纵然这两种语言之间完全没有亲缘关系。

此外，不同类型的接触影响着语言的不同侧面。例如，当一个语言族群放弃他们的本族语而接受另外一种语言时，他们倾向于学习新词汇，而保留旧的发音习惯和语法结构。这样的例证可以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混杂语中找到一些，在这些地区，词汇几乎完全来自英语或其他殖民语言，但是它们的结构和发言完全是本地的。同样，爱尔兰英语包含极少的盖尔语词汇，但是这个旧语言深刻地影响着新语言的语调和句法。

相反，在政治上、文化上或者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族群的语言倾向于影响他们的下层的词汇，多过影响他们的词法或句法。斯瓦希里语中充满了阿拉伯词汇，但是它仍然保持着完全的班图语语法和词法。日语尽管充分地吸收了有着完全不同的语法结构的汉语词汇，但它保持自身精致的变音。

在本卷第三章中，笔墨集中于非洲。这一章探讨的是非洲大陆早期农业的发展，以及这一过程与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将非洲语言分为四大语族——科伊桑语、尼洛—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亚非语——的关系。在集中探讨亚非语的同时，格林伯格也关注了亚非语和其他语族之间的词汇接触。

在第三章中，关于亚非语的起源区域或原始家园（Urheimat）及其随后的扩散，我列举了大量已发表的推测，并对它们进行了辨析。其中有一种假设，它将亚非语的原始家园确定为黎凡特。大部分学者将其定位于北非，只是在具体地点上争议颇多。我同意定位于南埃塞俄比亚的观点，原因有二：这里发现了亚非语语种和语族最大的地区多样性；我认为亚非语借用了中部科伊桑语伴性性（sex-linked gender）的语法结构。所以，作为一个基本立论基础，我将亚非语视为“科伊桑化的”诺斯特拉语。

这一章也具体讨论了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这两个语系与希腊语有着最为密切的相互影响。我先前认为它起源于南埃塞俄比亚的附近地区，而那里如今居住着操古拉格语（Gurage）族群，现在不再坚持这一观点，而采用更加传统的观点，将闪米特语的原始家园定位于红海南端非洲沿岸地区或阿拉伯半岛沿岸地区。我认为，操闪米特语的族群后来扩散到了如今的整个阿拉伯沙漠，但该地的大部分地区在最后一个冰川纪之后的全新纪中为稀树草原。从南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后，闪米特人继续向叙利亚和黎凡特扩散。

作为一种混合语言，古埃及语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它的各种特征。由于文字中没有表达元音的字母，它的词法远不及亚非语系中其他语言如著名的闪米特语的词法复杂。所以，它的词法相应比较费解。它的混合性也通过两个反衬特征显示出来。一方面，埃及语与闪米特语和柏柏尔语分享同一个三辅音词根体系，它在其他亚非语系的分支里明显不甚常见。另一方面，根据它的词汇判断，古埃及语与亚非语系乍得语族最为接近。在辨析了其起源的其他假说之后，我认为埃及语言和文化有两个起源：首先是撒哈拉西部乍得诸语种，其次是遍及西南亚和北非的原始闪米特—柏柏尔语。

在整个3000多年的历史里，古埃及文化强烈地意识到上埃及（尼罗河流域）和下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二元性。这种分野部分原因是不同的地理环境。但是，它也可能是对两种语言文化来源的不同反应造成的。尽管都是从亚非语中衍生而来，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明显不同的语法和词汇体系。

在第四章中，我讨论的是印欧语系以及将其包含在内的更大的语言家族印度—赫梯语系的起源。印度—赫梯语系既包括狭义上的印欧语，又包括它的最早分支安纳托利亚语，赫梯语是安纳托利亚语中最著名的语种。格鲁吉亚语言学家托马斯·V.加姆克列利茨（Thomas V．Gamkrelidze）和他的俄罗斯同行雅克斯拉夫·V.伊万诺夫（Vyačeslav V．Ivanov），将印度—赫梯语的原始家园定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这样就能解释原始印度—赫梯语（PIH）和原始印欧语（PIE）中为什么南高加索语和格鲁吉亚语有类似的词汇。第四章列述具体原因，我倾向于接受柯林·伦弗鲁的观点，原始印度—赫梯语视与安纳托利亚中部科尼亚平原的古代农业地区有着密切联系，该地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它的名胜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凡诺夫列举出原始印度—赫梯语和原始印欧语中存在着大量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南高加索语和闪米特语的外来语，或者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互换语。我发现其中的大部分例子都可以被接受，因为它们解释了大量的类似词汇广泛地分布于印欧语和亚非语中，这些词汇不能似是而非地归于诺斯特拉语。我的第四章终篇处探讨了印欧语从闪米特语那里借用了一种伴性性形式。其他所有亚欧语都没有这种词形。在这些其他的亚欧语中，主要是有生命词/无生命词（animate/inanimate）的二分。印欧语保留了后者，将其作为中性词使用，这在亚非语中是不存在的；并且，印欧语还将表示有生命的词汇分为阴性和阳性。我的结论建立在它们之间罕有结构的类似性，同时也建立在印欧语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阴性后缀-ā的基础上，阴性后缀-ā占据支配地位的现象好像在早期的北闪米特语族埃卜拉语支（Eblaite）中也能找到。

亚非语系和希腊语结构

第五章至第七章有一个总的题目《地中海背景下的希腊语言》。第五章关注的是音位学，它的结论大体上是否定的；原始印欧语和最早的希腊语之间发生的语音体系转变（phonological alterations）可以大体上被解释为内部发展，没有借助亚非语系的影响。此外，类似的变化如从字首的s-转变为字首的h-或唇软腭音的消亡，如果在希腊语和邻近的亚非语中都出现的话，那么这些是希腊语较早期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词汇的借用，亚非语系明显受到了希腊语中音素扩散的影响。例如，希腊语中独特的中缀-ss-和-tt-的常见程度由于/ts/的出现而极大增加，/ts/是希腊语对闪米特语语音/ṣ/的直译，它被重构为/ts/。希腊语中以p-开头的词汇数量极其的多，本可以解释为它大量借用了包含前缀pз（the）和pr（房子）的埃及语词汇。更为重要的是，希腊语中存在着极多的字首增添元音或字首元音。学界普遍认为，所有的原始印欧语词汇都是以辅音开头的。不过，大部分印欧语都有修复元音，它们或者源于难以发音的字首辅音组，或者源于已消亡的“喉音”*H1
 、H2
 、H3
 等，它们可能类似于*h、hy
 、ḥ、ḫ、ʽ、γ（没有必要一一对应）。希腊语中这种修复元音的过多存在可以解释为借用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中以’aleph和‘ayin开头的词汇导致的结果。

第六章探讨的是词法和句法。如上所述，毋庸置疑，希腊语的词法基本上是印欧语词法。不过，一到两个结构显示出它受到了亚非语系的影响。数十年前索尔·莱文（Saul Levin）证明间接双结尾拼写-oiin和-aiin来自西闪米特语的双结尾拼写-ayim。希腊语中表示“……的人”的后缀-eus来自埃及语动作主体词缀-w。

至于句法，我主张希腊语中的许多关键的组句词汇，kai（“和”）以及关键但很难定义的虚词gar和oun，缺少印欧语词源，似乎真的是由埃及语演变而来。更重要的是定冠词，它源于一个简化的指示词。这个词形起源于公元前2千纪之初的上埃及，并且通过“语义转借”［（calquing）取其词意以适用于本族语的词根］扩散到西闪米特语、希腊语以及此后的印欧诸语种。

在第七章中，我们将触及本卷书的核心主题——词汇（lexicon）。根据关于希腊语言结构的传统观点，我称之为雅利安模式，操印欧语的希腊人征服神秘的前希腊人（Pre-Hellenes）之后，希腊语便产生了；前希腊人虽然被视为“种族上的”欧洲人，但是他们讲的不是印欧语。最后一点可以解释，大量的希腊语词汇甚至大量的专有名词没有印欧语词源。过去认为，这些词汇是前希腊语的残余。这一解释在地名上可以说得通，因为一个新的语言到来后，地名通常会被保留下来。但它应用到词汇表上时所表现出来的说服力相对差一些。最常见的形式是下位层（substrate）会影响到新语言的语音和语法，而不是向它输入新词汇。

在做了一些修正后，我接受了认为接近40%的希腊语词汇是印欧语的传统观点。在此基础上，我进而挑战认为其余的希腊语中大部分源于已经消失的“前希腊”语言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其中超过40%的词汇源于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对希腊语词汇中的印欧语成分，我提出修正，它们涉及亚美尼亚语和拉丁语。如果与一个希腊语词汇同源的唯一印欧语在亚美尼亚语或拉丁语中被发现，我们就应该极其谨慎地来考查它。通常的观点认为亚美尼亚语在印欧语系内部有一种特殊的语系关系，这种观点最近受到了严重挑战。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亚美尼亚语最早的证实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大部分早期文献是翻译自希腊语的宗教译本，有些文字是直译。亚美尼亚语也借用了阿拉姆语和叙利亚语。如此一来，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之间的类似词汇不一定是发生关系而可能是闪米特语借出或共同借用闪米特语的结果。

拉丁语和希腊语产生于不同的印欧语支系。不过，罗马人在包括词汇在内的各个方面都吸收了大量希腊文化。与此同时，希腊语和拉丁语都确切无疑地大量借用了闪米特语，并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埃及词汇也出现在了拉丁语中。所以，希腊语和拉丁语术语之间不是直接借用的类似词汇，不一定是发生性的同源词，它们也有可能共同借用了亚非语。



第八章开始讨论用于判断列举出来的希腊语的亚非语词源是否可信的标准。从音韵学上来看，人们应该在同阶上找出三个类似辅音。尽管语义学标准不太精确，它们同样需要关注，甚至需要更多的关注。很自然，印欧语词源会弱化或者摧毁亚非语词源存在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弱化也可能有赖于语系发生要求的强烈程度。

在寻找类似性的过程中，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三种语言的完整演变。第八章的大部分内容是概述闪米特语和埃及语在公元前3千纪晚期的语音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它们被希腊人进行不同的翻译的途径。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完整演变，既可以提供证明语言借用存在的可信性的证据，又可以提供有关借用日期的信息。例如，在闪米特语中，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前后，音素/ṯ/与/ṣ/连用。因此，城市名称Ṭor就变成了Ṣor，它至今在希伯来语中仍然是如此。不过，在希腊语中，该城市名称的拼写仍然是Tyros，即推罗（Tyre）。由此可知，希腊人必定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便已经知道了这个城市名称。大约同时，迦南语中的/ǵ/ghayin
 与/ʽ/ʽayin
 连用。在希伯来语中，我们所熟知的南部沿海城市加沙，被拼写为ʽazzåh，这表明，希腊人在该词演变之前便已经知道它了，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得知了这个城市的名字。

埃及语的完整演变也反映在了希腊语对同一个“字母”的不同直译上面。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字母是š和[image: ]
 ，按惯例，它们分别被转译为/š/和/з/（即“双α”）。根据亚非语系的类似性，现在学界已经清楚，[image: ]
 最初的发音是/ḫ/，在公元前3千纪的某个时期演变为/š/。于是，有趣的是，希腊语中有大量的词汇以χ-或k-开头，它们的词源有可能是以š-为字首的词汇。这种借用毫无疑问发生在极早期，可能在希腊人到来之前便已传入或被保留在了克里特语言中。在这次演变后，希腊语缺少了音素/š/，它有时被直译为/χθ/
 ，后来仍然被直译为/ξ/或简单的/σ/。

[image: ]
 即/з/的发展也同样有趣。根据亚非语系的类似性和闪米特语名称和术语的埃及语转写，我们得知它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普遍作为流音（liquid）/r/或/l/来发音；此后，它只能修正元音，在一定程度上像“被视为标准的”英语语素/r/和/l/在词中或词尾所扮演的角色：如farm-fām，calf-cāf等。如果早先的辅音价值被考虑进来，那么大量没有印欧语词源的希腊语词汇很可能具有埃及语词源。

第八章的最后一节探讨的是埃及语字母/m/翻译成希腊语字母/φ/，我将其视为一种模式（pattern）。这一演变不是声音转变导致的结果。语义控制的例子显然证明了由此及彼的移位（slippage），这在许多语言中是普遍现象。

第九章主要探讨的是阳性定冠词pз、阴性定冠词tз和复数定冠词nзny。这些冠词与它们所修饰的名词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以至它们也一同被借用了，极像被接受为欧洲语言的词汇——炼金术（alchemy）、酒精（alcohol）、代数学（algebra）和壁龛（alcove）
 ；这些词汇带有阿拉伯语的定冠词>
 al，而这个定冠词已经成为词汇本身的一部分。在这一章中，我也探讨了埃及语pr（“房子”）和方位格r-所扮演的角色，希腊语尤其是表示地名和人名的希腊语借用了它们。中期埃及语不以定冠词为特征。这些定冠词实际上是晚期埃及语的典型标志，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它们成为整个埃及独一无二的标准。不过，晚期埃及语和早期希腊语同样古老，甚或更为古老。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大体与埃及第十八、十九王朝处于同一时代。于是，许多带有定冠词的词汇很可能被青铜时代的希腊语所借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附有一个来自埃及语的希腊语的注释表，此表以使役前缀（r）dỉ为起始。

第十、十一章探讨的是有关埃及文化的核心概念的一些术语，其中一些被希腊语借用了许多次。在第十章中，这些术语包括：nṯr（“成长、神圣”），附带一些复合词snṯr（“使……神圣”）、*kзnṯr（“神圣的精神”）；kз（“精神”或“双”）；‘nḫ（“生命”）；sbз（“星星、天文、智慧”）；ḏr（“限制、目标”）；mз‘t（“平衡、命运”）；以及ḫpr（“成为、暂时”）。

第十一章只探讨两个埃及术语。第一个是nfr（“美丽、年轻”），该词带有复数定冠词nзny nfrw，为Nymphai（“宁芙们”）一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第二个是msἰ（“诞生、孩子和产婆”）。该术语被普遍认为是希伯来名字摩西（Moses）的来源，但是我论证它也是希腊语Mousai（“缪斯”）的词源。这一章也探讨了起始于透瑞斯（Thueris）的形象流变：透瑞斯是掌管分娩职司的河马女神；到了克里特迈锡尼时期，她变成了姬妮（genii）；到了古风时期，她变成了半蜂半人的仙女；到了赫西俄德的著作里，她成为青春靓丽的缪斯。在这些借用亚非语的希腊语事例和下文所援用的其他事例中，也有一个来自印欧语的事例，我将在正文中对后者进行探讨，在这篇序言中便姑且一提。

第十二章的题名是《16个次要词根》。相对于此前两章所探讨的词根而言，这些词根只能是“次要的”。其中的一些词根为希腊的社会政治提供了核心术语，因此对于现代欧洲也是如此，它们是：ἰsw（“公平酬劳”），即希腊语前缀iso-（“平等”）的词源；ḥtr（“捆在一起、束缚”），hetairos（“同伴”）和heteros（“两个中的另一个”）都是源于此；dmἰ（“市镇、农村”）和dmἰw（“公民同胞”）都是dēmos（“人民”）的词源。

中期埃及语中的nmἰ意指“旅行”。有趣的是，它经常和表示“曲折的墙”的符号[image: ]
 拼连写；该字符和牛有关，不管它的发音是nm还是mr。例如，它也作为nmἰ使用，“像牛一样低”。这个符号也出现在nmἰwš‛（“贝督因人，沙漠中的旅行者”）的一些拼写中。“曲折的墙”这个符号与牛、边界和游牧有关，它与希腊语动词nemō（“分配牛地”）和名词词根nomas-，以及nomados（“游牧民”）、nomos（“法律”）的基本词义贴切吻合。



在第十三章中，我们转向闪米特语对希腊语词汇的贡献。在列举的西闪米特语对希腊语产生影响的词汇中，我们首先探讨的是以s-为字首的词汇。这种类型的大多数词汇，只是简单地将s-转写为s-。在两种语言中产生了难题。首先是希腊语的s->h-转变；其次是希腊语也将迦南语š-转写为sk-、skh-和khs-。例如，迦南语√šll/h（“毁坏、劫掠”）似乎是以“痛打动物”或“剥树皮”为基本词义的，这在阿拉伯语salaḫa中也存在着类似现象。在希腊语中，人们不仅可以找到sylaō（“夺走敌人的武器、抢劫”），并且也能找到一个围绕着skyllaō（“掠夺”）和skula（“从被打败的敌人那里夺得的武器”）组成的词群（cluster）。在希腊语中，xylon的词义为“矮灌木丛、用于建筑的树木”，xéō的词义为“刮擦、抓搔、擦亮”。如果语言借用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那么该词语的字首s-将会变成h-，这样的词汇的确可以找到，如hylē，词义为“矮灌木丛、木柴”。其他几个类似词群，也得到了探析。

第十三章第2节探讨的是词源可以追溯到亚非语中的边擦音/ɬ/的词汇，/ɬ/类似于威尔士语中的/ll/。该词形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某些南阿拉伯语中，并且作为/ś/确切无疑地保存在了迦南语中直至公元前1千纪，并且在阿拉伯语中存在到更晚的时间。非闪米特语的族群将它转音为/ls/、/s/或简单的/l/。在第一种情况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被希腊语转写为balsamon（“凤仙花”）的希伯来语词汇båśåm。另外两种转写情况，可以解释以s-和l-为字首的词群。例如迦南语词根√śpḥ，后来为√spḥ，（“树皮、皮肤、薄的覆盖物、爆发、痂”）。这个单一词源有两个希腊语词干：第一个是sēpomai（“使腐烂、使受辱”）［英语中“脓毒疾”（sepsis）便是源于此］，第二个是lepō（“鳞片”）和lepros［英语中的“麻风病”（leprosy）便是源于此］。

第十三章第三节聚焦于字首为s-的词汇，s-被紧随其后的/p/“庇护”。此节列举的三个例子中第一个是包括speudō（“热情似火的”）、sphodra（“感情强烈的”）和spodos（“灰烬”）在内的词群。这些表面上不同的词汇可能来自悲伤这个单一的观念，迦南语词汇√spd的含义便是“悲伤、哭叫、挥拳捶胸”。

本卷不探讨先前已被学界公认的希腊语的闪米特语词源——那些有关外来植物，尤其是那些有关物质奢华的词源。所以，在第十四章中，我探讨了十四个可能的最重要语义群的希腊语名词的闪米特语词源。这些词群包括诸如“虚假、真实、美丽、神圣”等观念，也包括诸如“青铜、神庙”等实物以及诸如“做、来、去、说”等使用最为频繁的动词。



第十五章是本卷的过渡篇章，它从语言对应和重要的埃及语、闪米特语术语在希腊语中的发展转换到词群问题上面。这样安排，有助于证明，词源的存在不是一个任意孤立的现象，而是可以被视为一个更大环境的因素。反言之，它也增加了每一个单个观点（proposal）的可能性。这一节不可避免地与先前讨论过的内容有所重复。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重复，我将尽可能交叉引用其他章中的注释。

在第十五章中，我尝试着将埃及语词源等同于被广泛承认源于闪米特语的实际物质术语的典型。第1节被冠以“农业”的标题，它包括湿地、芦苇和草地；灌木丛、树林和果实；耕作；牲畜；鸟禽；以及工具和器皿。其他节探讨的是烹饪和医药。不过，许多这样的借用语（loans）被抽象为更加基本的观念。例如，埃及语wrwmt（“遮篷、屋顶”）可能在希腊语中演变为Ouranos（乌拉诺斯）和Olympos（奥林匹斯），dqrw（“果实”或“日期”）为daktylos（“手指”）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



在第十五章中专门探讨了埃及语词源，而在其后的所有章中探讨的词汇既源于埃及语又源于闪米特语。它们属于语义学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研究希腊语的亚非语词源若不是被禁止，也受到了阻滞。第十六章探讨的是有关战争、狩猎和船舶的术语。反对在这些语义场内探讨亚非语的借用语的呼声尤其强烈。例如，xiphos，希腊语中表示剑的最常用词汇，它被认为源于埃及语的sft和科普特语sefe（“剑”），这种观点却因琐碎的原因而遭到挑战。同样，闪米特语phasganon，是另一个在荷马史诗中频繁表示剑的词汇的词源，也遭到了有计划的忽视。对于采用雅利安模式进行研究的学者而言，认为这些和另外许多军事术语可能源于“东方人”的观点从本质上就是讲不通的，这些“东方人”被亚里士多德描述为“具有奴隶的天性”。希腊语中关于军事术语最庞大的家庭是围绕词汇stratos（“营地”）构建的。stratos一词源于埃及语词汇sḏr（“睡觉、过夜”）和sḏrt（“露营、营地”）的演变。

希腊人被认为是航海方面的先行者。于是，人们会发现学者们不愿承认在这个语义场存在着亚非语的借用语。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列举两个例子对此进行证明。其一，当学者们乐于接受γαυλος
 （“盘”）的闪米特语词源时，他们却回避了γαῦλος
 （“船”）的闪米特语词源；其二，学者们接受了souson（“百合花”）源于埃及语sšn“莲花”，却拒绝承认souson（“船的绳索”）与sšnw（“绳子、绳索”）之间存在着词源关系。



第十七章探讨的是社会、政治、法律以及抽象词汇。“社会”的语义场必然是难以界定的。不过，亚非语借用语包含有核心术语laos（“人民”）。在17世纪早期，伟大的胡格诺学者塞缪尔·博沙尔（Samuel Bochart）提出，在希伯来语中发现的腓尼基语词汇lə>
 ōm（“人民”）可能是希腊语laos（“人民”）的词源。自此之后，没有哪位学者提出过一个更合理的观点。博沙尔的观点得到了史实的有力支撑：在史诗中，laos以-n结尾的单数宾格和复数属格的词形，要比以其他格的词形出现得更为频繁。

这一节还叙述了其他许多观点，如埃及语wrἰb字面意思为“大心脏”，而实际意思是“傲慢、自大”，它是hybris的词源。这一词源说明涉及一个可接受的换位（metathesis），即流音在第二位和第三位之间的转换。埃及语词根ṯs意为“捆在一起，集合军队”。Ṯst指的是“军队、被征用的一帮工人”。Thēs/Thētos是“奴隶、雇佣工人、劳力、公民中的最底层”。在今天的希腊语中，Thēteia指的是“兵役”。

腓尼基艺术中的一个标准画像描绘的是一个妇人透过花格窗向外眺望，象征着被幽禁。在希伯来语中，“花格窗”的复数形式是̩hărakîm
 。在阿拉姆语中，人们会发现ḥᾰrakå
 （“窗户”）。希腊语中，herkos指的是“由栅栏或砖石构成的围墙、用于狩猎的网状物等”，horkanē指的是“囚犯”。闪米特语借用语也包含有希腊语mitilos和mytilos的词源，既指“切割”又指“年轻”。闪米特语词根√btl（“切断”）被普遍设想为它们的词源。这个术语的最普遍词形是batul（“处女或处男”）。由于“切割”暗指男性割礼和女性割礼，用它来指代年轻人是可能的。众所周知，男性割礼存在于操西闪米特语的族群，女性割礼也可能是这样。于是，人们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也同样在闪米特语中发现了具有“年轻人”和“切割”双重含义的词汇。语义上的对应性还证明了语音转变，即字首b-转换为字首m-；实际上，这种变化很普遍。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形：表示牛群以及其他牲畜的集中、聚拢和计算的亚非语词汇，可能作为用于人类身上的社会政治术语出现在了希腊语中。nomos（“法律”）和nmi（“旅行、与牛”）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已经在上文描述过。在埃及语中，iзwt指的是“牲口群或人群”。这个词形为爱奥尼亚语和多利亚语（h）alēs或aollēs（“集会”）提供一个可能的词源。该词的阿提卡语对应词是athroos（“人群、挤在一起”），它源于埃及语ἰdr（“畜群”）。因此，希腊语ethnos和ṯnw（“数字”或“编号”）以及ṯnwt（“统计牲口、囚犯等等”）之间存在着词源联系。这些词源，连同前面提到的dēmos和iso-的埃及语词源，以及其他希腊政治术语的埃及语词源，都在第十七章中进行探讨。



第十八章探讨的是宗教术语。词源分析证明（h）ieros（“神圣”）和（h）iereus（“祭司”）源于埃及语ἰзἰ（“赞美”）和ἰзt（后来为ἰзwt，“官职、官员”）。该词形可能被ἰrἰ（“做、行动”尤其是“担任官员、主持节日庆典”）损害。另一个重要的希腊宗教术语是hosios，即“被神圣的法律批准”。Hosiōtēr指的是“适合献祭的完美动物”。Hosíoi，指的是处理这些动物事宜的德尔斐祭司，hosioō意为“献祭”或“净化”。该词存在着一个埃及语词源，在语音和语义方面都具有说服力，即动词ḥsἰ（“演唱”）和ḥs（z）ἰ（“赞美”）。它的科普特语词形hōs，指的是“演唱、奏乐、赞美”。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埃及语ḥsy，即“被淹死或被赞美的人”，其科普特语词形为hasie或esie。后者被记录在了希腊语中，词形为Esiēs，指的是“为了被赞美的死者的埃及人”。

埃及语wзg，词义为“喊叫、宗教节庆”。通过腭音化，wзg与wзḏ有明显的亲戚关系，后者的词义为“绿色、使变绿、茂盛”，用于修饰每年大洪水之后的埃及三角洲。它似乎在两个不同时期被转写为希腊语。第一个借用词传入时，/з/仍然具有辅音音值，成为以org-为字首的希腊语词群。这些词覆盖着明显类似的语义场。Orgē的词义为“热情、愤怒、性情”，尤其指“女人喜怒无常的情绪”。它的另一种用法，在一个罕用词（hapax）中出现过，似乎指的是“圣地”。Orgaō（“充满了活力或精力”），指的是肥沃的土地或生长中的植物。Orgas是“被良好地浇灌但大体上尚未被开垦的土地”。第二个借用语是在/з/成为单纯的元音之后传入希腊语的，成为hyak。带上源于埃及语nṯr（“生长、神圣”）的后缀，它便成为斯巴达的春季节日许阿铿提亚节（Hyakinthia）；通过该节日，神话英雄许阿铿托斯（Hyakinthos）获得了他的名字。

术语mystērion（“神秘”）源于闪米特语，可能是来自词根√str（“隐藏、遮盖”），在转译过程中被添加了一个名词化或方位化前缀m-。这个词源是如此明显，以至一位19世纪德国学者感到有必要禁止其他人进行相关研究，即便是认为mystērion起源于str的观点也遭到禁止。

第十九章探讨的是神话名字，如天神、怪物和英雄的名字。集中探讨的是阿波罗的名字起源于Ḫprr，一个埃及神，象征着拂晓时的太阳。其他许多神的名字也得到了探讨。这些材料足够证明希罗多德的声明：“几乎所有的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

我在这一章中还罗列了可能是希腊半神、英雄以及鬼怪的名字的埃及起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字中具有闪米特语词源的非常之少。

第二十章探讨的是地理名称。第一节探讨的是岛屿名称。在这些名字中，显然有许多来自闪米特语，只有很少数来自埃及语。在山脉名称和河流名称上面，来自此两个语种的词源保持着相对的均衡。对我而言，不同的是，航海民族腓尼基人出现在了爱琴海上。于是，在铁器时代早期出现的闪米特语名称很可能取代了先前的一些印度—赫梯语名称和埃及语名称。

大多数城市名称的亚非语词源在本章提及，或者将会在其他文中探讨。这一节唯一重要的结论是关于科林斯的，我相信它的名称来自闪米特语qryt（“城市”）。

第二十一章探讨的是斯巴达。“斯巴达”这个名字源于埃及语spзt（“行政区、行政区首府”）。“拉科尼亚”（Lakonia）和“拉西第梦”（Lakedaimon）系仿造语（calques），它们的字首Lak-源于lakein（“狗的行为”，如啃咬、吠叫等）。它们之间的联系有事实证明，在下埃及语中spзt和豺神ἰnpw（“Anubis”）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daimōn（“精神”）与埃及语kз（ka）对应。那么，拉西第梦语为kз inpw提供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对应词Kanōbos（卡诺波斯）或Canopus（卡诺普斯）。该词指的是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部分支（该地离斯巴达最近），在神话中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舵手的名字。

本章还探讨了埃及和斯巴达之间在宗教崇拜和文化方面其他类似性，其中也探讨了可能是斯巴达专有的社会政治术语的晚期埃及语词源。这些类似性与斯巴达国王吕库古到埃及旅游之后获得了政体思想的传说相吻合。斯巴达制度也明显与腓尼基人的政治制度类似。在铁器时代早期，埃及和腓尼基都影响到了拉科尼亚。

希腊神赫尔墨斯被认为与两位埃及神阿努比斯和透特（Thoth）相对应。赫尔墨斯的阿努比斯形象即灵魂的引导者（Psycho-pompos）在斯巴达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第十九章中，我论证，至少早在公元前17世纪，赫尔墨斯便和行星之一水星联系在了一起。就像水星从环行星们（the circling stars）的“死亡”天空运行到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居住的“生命”天空的轨道一样，赫尔墨斯/阿努比斯连接着生者与死者。我在第二十一章中探讨了许多难点，并认为，在各种令人不满的赫尔墨斯名字词源中，程度最轻的闪米特语词根ḥrm/ḫrm，其词义为“渗透、刺穿、捆在一起”。并且，赫尔墨斯崇拜和接触死亡在斯巴达非常流行。

最后一章是对雅典的探讨。此前，我认为雅典城市的名字和它的保护神雅典娜的名字源于埃及语词根Ḥt Nt，指的是奈斯（Nēith）的神庙或城市，奈斯是希腊人所熟知的埃及女神。与这个词源相关的严肃的语音问题是Athēnē中的中元音的长度。在回应指出这一点的批评家中，我不再坚持Ḥt Nt是其词根的看法，转而提出得到同样证实的词形Ḥt-nṯr Nt和Ḥt-nṯr nt Nt，即“奈斯的神庙或城市”。这些就是在世俗术语中作为赛斯（Sais）而为我们所知的不同名字变体，柏拉图将赛斯视为雅典的姐妹城。

埃及和希腊的女神、城市在语义上存在的大量巧妙的类似性，克服了这一词源分析上的任何语音难题。通过克里特弥诺斯时代所谓的女盾神与帕拉狄昂（Palladion）柱子上的甲胄，两种崇拜从肖像材料上被联系在了一起。对两个女神的崇拜，都涉及圣衣的纺织。从历史角度来看，人们会发现，在公元前6世纪，埃及法老阿玛西斯（Amasis）从赛斯登上王位大力倡导奈斯崇拜，与此同时，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则推崇雅典娜。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将赛斯和雅典表述为姐妹城，并证明是同一位女神创建了这两座城。

由于埃及语中还存在着其他许多与雅典娜及其崇拜相关的词源，所以第二十二章篇幅很长。在结束本书与语义学有关的这一节时，我希望能够证明，尽管列举的亚非语借用语（loans）在古希腊语的许多领域（如果不是所有领域的话）都能够找到，但是它们不是漫无目的地扩散而成的，而是通过连贯的途径组成了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希腊语言和希腊文化的丰富性源于它们的兼收并蓄，最为重要的是埃及和黎凡特的影响，它们远远超出的其他地区的影响。






(1)
  Tylor（1879）.


(2)
  Tylor（1896，118）.


(3)
  Anon（1991），也参见Weinstein（1992）。


(4)
  关于雕像基座的参考书目，请参见第二卷，第431—434页和第617—618页以及Cline（1994，38-42）。至于锡拉岛的壁画，参见Morgan（1988）和Doumas（1992）。（在这些注释中，任何只带卷数和页码而不带作者名字的参考文献，指的是《黑色雅典娜》系列丛书。页码均指原书页码，原书信息见参考文献。——编者注）


*
 Tel Ed Daba’a似有误，其正确拼写应为Tell el-Dab’a（即泰尔代巴），泰尔代巴是古埃及希克索斯王朝都城的现代名称，它在当时被称为Avaris（阿瓦利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原文中出现“Tel Ed Daba’a”时，译者统一将其译为“泰尔代巴”。——译者注


(5)
  关于底比斯印章，参见第二卷第507—509页。关于卡斯（Kaß）沉船的问题，参见第二卷第472—473页和第624页以及Cline（1994，100-5）。关于泰尔代巴的壁画，参见Bietak（1995），Morgan（1995）和M．C．Shaw（1995）。关于埃及第十八王朝的迈锡尼绘画雕刻品，参见G．T．Martin（1991，48-9）和Parkinson and Scofeld（1993）。关于在埃及发现的爱琴海金属的参考书目，参见第二卷第479—482页和第625页，以及Stos-Gale，Gale and Houghton（1995）。


(6)
  参见Koutoulas，2001。公元前3千纪被沙文主义团体达夫罗斯（Davlos）用来宣称希腊人发明了金字塔。不过，没有理由去质疑Y.利里蒂什（Y．Liritsis）和其他学者通过光温热照度（optical thermo-photo illumination）得出的这个年代。为了获得希腊优先性，达夫罗斯的发言人将埃及金字塔的年代往后推移，并且不列举埃及金字塔演变发展的证据。


(7)
  参见Burkert（1992，2-3）和Morris（1992）。


(8)
  参见Bernal（1995a，302-4）和Bernal（2001，313-6）。


(9)
  关于戈登论述青铜时代环地中海世界文化接触的多卷本著作的参考文献，参见第一卷第539—540页。Astour（1967a）.


(10)
  参见Walcot（1966）和West（1971）。韦斯特论述赫西俄德的著作（1978）和（1985）在新的大环境下被出版，它们也强调东方联系。关于鲁思·爱德华兹的著作在出版过程中所遇到困难，参见第一卷第423—426页。


(11)
  Koenen（1994，1）.


(12)
  例如，参见Lefkowitz（1992 a and b）。


*
 Outline of History
 ，本义为《历史简编》；Story of Civilization
 ，本义为《文明的故事》。两部作品讲述的是人类的历史，属于世界历史著作；在传入我国时，译者们根据其内容将其名分别翻译为《世界史纲》和《世界文明史》。——译者注


(13)
  例如，参见H．G．Wells（1920）第十四章，杜兰夫妇的观点可以被视为与基托（1951）、芬利（1970）和斯塔尔（1961）等人的对立。


(14)
  关于伦弗鲁抨击其胸怀更为宽广的前辈学者的探讨，参见第二卷，第67—74页。亦见Bernal（1993，241-2）。


(15)
  Kristeller（1995）.


(16)
  Chomsky（1987）.


(17)
  我关于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的思想与实践对希腊科学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的相对重要性的观点，参见Bernal（1992）和Bernal（1994）。反对我的观点，参见Palter（1993）和Palter（1994）；对此，我又做出了回应，参见Bernal（2001，247-68）。


(18)
  参见Fowden（1986），Iversen（1984），Scott（1991），以及Jasnow and Zausich（1995）。


(19)
  参见Rendsburg（1989）、Ray（1990）（他们二人大体上认同我的观点），以及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和Egberts（1997）（他们讨厌我的著作）。


(20)
  Kristeller（1995，127）.


(21)
  关于这个论证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参见Fairbank and Reischauer（1965，386-7）。


(22)
  Koenen（1994），p.2.


(23)
  参见Blackall（1958）。有趣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知识分子力图通过清除德语舶来语来“净化”他们的语言。一些学者也对英语做过类似的净化尝试。



第一章　历史语言学和古希腊语图景


 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语言学：树状图和族属

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确立了语言“家族”概念并且不断地受其困扰。与18世纪启蒙运动所关注的空间排列和分类不同，19世纪知识分子关注的是时间和发展。随着实证主义在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扩张的时代里蓬勃发展，他们相信所有事情都在增加和衍生（ramifcation）；并且，像浪漫主义者和地理决定论者一样，他们喜欢寻找本地土壤培育出来的单一树干。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树状图不断变大，扩散，在物种或“种族”和语言的演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树状图发展起来而且在同时代传播，在物种、种族和语言的发展中成为主导。最重要的是，他们强调优良的语言是个有机体，是内生的；不是无机体，不是从外部移植的。
(1)



标准语言学术语“借出”和“借入”，本身暗含着有关一些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学者们的有趣而又重要的事情，这些学者研究出了印欧语言家族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术语暗示着暂时的和令人不快的“交易”。但是，“语言家族”和“语系关系”暗示着持久和适当。同样，树状图模型不仅在美学上引人注目和令人满意，而且也能够解释诸语言之间的关系。

这个观点引出了指导我整个写作规划的总原则，即不存在单一起源。因此，通过使用树状图模式来呈现历史语言学或生物学的发展，即从一个单一树干生长出分支，甚至再生长出更细的分支和嫩枝，这种做法几无裨益。只有将多根状茎考虑进去，树状图模式才间或有所裨益。过去，我认为更好的呈现做法是，将其想象成一条河，由多个水流汇聚而成；然后，它又分流，与其他河合流，形成新的河流，并如此发展下去。这一图景的不确定性不应该导致绝望或熟视无睹。事实上，追求是痴迷的无尽增长，而非减少。

对语言间关系的早期认知

在19世纪之前很久，语系已经被想象出来。大概处在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统治之下的犹太人已经意识到希伯来语（Hebrew）和官方语言阿拉姆语之间明确的关联的情况下。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认为阿拉伯语添加到希伯来语丛。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诗人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1075—1141），他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作，对这一联系非常清楚。他认为，按照正统观点，希伯来语是上帝的语言，因此应该在祈祷时使用。他接着讲了非正统观念，即亚伯拉罕在日常生活中讲阿拉姆语并教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Ishmael），以实玛利随后创制了阿拉伯语。
(2)

 此处有一个难题，希伯来语被认为是母语言，然而事实上，阿拉伯语的产生远远早于希伯来语。只是在19世纪末期犹太教—基督教对语言研究的影响减弱之后，阿拉伯语才被认为比希伯来语更接近最初的原始闪米特语（Proto-Semitic）。

16、17世纪，葡萄牙参与埃塞俄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教会同罗马的联系，埃塞俄比亚的古典礼拜语言古兹语（Ge’ez）被添加到了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阿拉伯语等语丛。
(3)

 18世纪60年代，让—雅克·巴泰勒米（Abbé Jean Jacques Barthélemy）开始界定该语族的外延界限，他貌似合理地主张，尽管科普特语和闪米特语二者之间存在类似之处，但是埃及语言不属于他所谓的“腓尼基”语族。
(4)

 1781年，哥廷根学者A．L.施勒策（A．L．Schlötzer）将这一语言系统称作“闪米特语”——源于诺亚之子闪（Shem）——在学术上被正式认可。
(5)



18世纪早期，其他许多的语言“家族”被承认。马来语、马尔加什语（Malagasy）和波利尼西亚语被认为与现在已知的奥斯特罗尼西亚语（Austronesian）有亲缘关系。乌拉尔语族包括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也被确定。
(6)



大部分历史语言学家认为这些发现无关紧要。对他们来说，关键的一步是威廉·琼斯迈出的，他向1786年加尔各答召开的皇家亚洲学会会议提交的第三周年论文被视为印欧语研究史诗般的基础。在琼斯看来，梵语的完美程度超越了它的“姐妹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他认为所有的这些语言有着共同的起源。另外，波斯语以及有些变异的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也来自这一起源。
(7)

 像施勒策确认了闪米特语一样，琼斯的研究成果也是在前人铺垫的基础上完成的的。长久以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有些语言中，God（神）被称为Deus（神）的变体，在有些语言中是Gott（神），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则是Bog（神）。这样就界定了罗曼语、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等语族。到18世纪时，这三个语族的界定也彻底清晰。

早在16世纪初，欧洲的神父和其他的旅行者们就已经注意到梵语和欧洲语言存在着相似之处。
(8)

 琼斯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强调词法（morphology）的相似点，动词词形变化体系及名词词尾变化（declensions）的联系，尤其是存在着共同的不规则变化，而不仅仅是词汇之间的形似。

这一强调在于说明它们是关系密切的亲属语言，此外，一个人想要研究词法，需要经过完整的训练，这有助于专业的语言学家协会将非专业人士排斥在大门之外。这是历史语言学家偏爱词法而非词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张词汇的相似性相对不重要的观点束缚了将关系较远的亲属语言联系起来的尝试。事实上，共同词汇通常比词形的相似性更能长久存在。例如，我们从语言学的历史获知，俄语和英语都属于印欧语系。然而，今天这两种语言显然在词形上不存在相似性。但是，俄语和英语中的许多基本词汇，象“妈妈”“兄弟”“儿子”“牛奶”等明显是同源词汇。因此，在研究亲属语言上，词汇比较仍然是一项基本手段，尽管存在着借用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引起的混淆。

“科学的”语言学的传说

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它就需要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谱系。因此，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学家为科学的历史语言学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撰史标准或圣徒传记标准。根据他们的方案，这个学科经历了四个阶段或世代的发展。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是先行者，弗朗茨·葆朴（Franz Bopp）、雅各布·格林姆（Jacob Grimm）和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是创建者，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Georg Curtius）、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和奥古斯特·菲克（August Fick）是巩固者，新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的奥古斯特·莱斯金（August Leskien）、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赫尔曼·奥斯多夫（Hermann Osthoff）和贝特霍尔德·德尔布鲁克（Berthold Delbruck）是最后发展者。
(9)

 这个名单中有许多有趣而又重要的人物。首先，名单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德国人。除了琼斯之外，其他仅有的两个非德国学者也发挥了作用，虽然被提及，但处在这个名单中有些不协调，他们是丹麦学者拉斯穆斯·拉斯克和意大利学者格拉齐亚多·以赛亚·阿斯科利。最后，仅有一个学者，他的家乡语言不是条顿语。

20世纪晚期，语言学历史学家汉斯·阿尔斯莱夫采用更宽广的视角来探讨该学科的起源。阿尔斯莱夫论证，中心人物威廉·冯·洪堡不仅在巴黎度过了他的性格成型时期，并且深受法国启蒙运动人物尤其是埃蒂安·孔迪拉克、丹尼斯·狄德罗和约瑟夫—马里耶·德格兰多等人的语言学观念的影响。
(10)

 对这一影响的只字不提，揭示一部分19世纪历史学家渴望将“科学的语言学”描绘为本质上是一门德国人的学科。它也贬低了绅士学者在其发展过程中使其变成专业学术的贡献。

历史语言学家兼语言学历史学家安娜·莫珀戈—戴维斯（Anna Morpurgo-Davies）在两个主要方面，将洪堡描述为个“尴尬”人物：首先是在启蒙运动和19世纪浪漫的实证主义者之间扮演的桥梁角色，其次是介于业余和专业之间难以确定的身份地位。
(11)

 第二个尴尬适用于所有学科的开创者，第一个尴尬则更加有趣。在这套丛书的第一卷中，我概述了德国、欧洲其他地区以及北美现代大学构建过程中历史语言学家的核心角色。
(12)

 我着重谈了洪堡，将其描绘为普鲁士——晚期德国——学术制度和现代浪漫—实证主义语言学的开创者。根据阿尔斯莱夫著作的论证，我的这个观点必须修正。洪堡对所有的语言都有广泛的兴趣，关注它们的历时性—历史面貌和共时性结构，这明显表明他带有启蒙主义色彩。这些方面，他与他的继承者们——或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产品——极为不同。后者完全专注于历史语言学、印欧语系，对日耳曼语言或古典语言的关注尤甚。

然而，洪堡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认定具有曲折变化的印欧语不言而喻地优越于其他所有语言。对他而言，梵语是完美的语言，而希腊语最为悦耳。
(13)

 梵语作为原初母语在19世纪后半叶被专业学者从根本上进行了批判，但是希腊语作为印欧语言乃至世界语言中最悦耳动听者在整个20世纪一直维持着它的清白声誉。唯一的挑战是拉丁语，它比希腊语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印欧语名词格。不过，尽管日耳曼和不列颠被等同于罗马，尤其是在1870年之后二者都声称要成为罗马式的帝国之时，但是学界倾向于支持希腊语。

琼斯的直接继承人在他们的语系构想中更加不谨慎。琼斯认为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是“姐妹”语言，它们由一个已经无法考辨的母语演变而来；但是，19世纪中期的德国学者倾向于把梵语本身视为原初母语。只有在19世纪60年代，学者们才开始认识到，虽然古印度语在许多方面都很古老，但是它另一些方面则具有更多的革新。如此一来，学界出现了回归琼斯的立场的趋势，给予希腊语和拉丁语平等的甚或更高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历史语言学与19世纪整体的进步主义不相称；对语言学家来说，原始特征的保存被视为高级语言的标识。这一重要性影响到了德国学者，他们抛弃了葆朴提出的“印欧语”（Indoeuropäisch），转而接受印度日耳曼语（Indogermanisch）。
(14)

 他们的意见是，印度—雅利安语和日耳曼语是最后离开了它们假设的中亚故乡，所以保留了原始印欧语的最纯正形式。

新语法学派

新语法学派做出了决定性的转向，否定梵语是母语。从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一转变是承认欧洲语言的元音体系实际上比梵语语言体系更为古老造成的。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一转变是欧洲优势的一个假定，它数十年间在整个地球上获得了帝国式的胜利，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日耳曼—德语和英语在整个地球获得了胜利，并且最终抛弃东方对欧洲的影响。
(15)



新语法学派被描述为19世纪历史语言学的最后发展者。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以莱比锡为根据地，活跃于1870—1900年。描述词“新”或“青年”贴到学科分支上，通常象征着延续而非断裂，他们也是这么希望的。这种延续的确反映在了新语法学派身上，他们基本上只认可或强化先前的趋势。在以往的数十年间，历史语言学家便开始质疑梵语的母语角色。虽然新语法学派声称已经和他们前辈的“机体论”（相信语言是一个本身拥有独立于说话人的生命的有机体）分道扬镳，但事实上他们未能做到。并且，他们本人的导师已经实践了他们宣称的实证主义。
(16)



德国实证主义语言学家最重要的模式来自查尔斯·莱伊尔的“均变论”地质学。莱伊尔的方案设计了若干由今溯古可以观察到的变化过程，并且强调稳定发展和规律性。
(17)

 这种形式非常适合用从“辉格党解释”的校对看时间阶段的人，即英国从1689年光荣革命至19世纪的历史沿着一个平稳上升通道发展。生活在混乱的欧洲大陆的男男女女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一不同寻常的发展。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他们关于不规则和灾难性的观点发展甚至进入了美国自鸣得意的学术界。达尔文关于生物逐渐进化的观点已经受到了像史蒂芬·J.古尔德这样的科学家的挑战，他们反对进化的稳定性，支持间断平衡或者停滞状态紧随其后的跳跃性发展。对于孤立主义和传播论的观点，我认为人们应该持开放态度，承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在任何具体的时期，要么存在着稳定的发展，要么存在着革命性的变化。均变论和革命性变化与传播论和孤立主义之间的矛盾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彻底的重合，但是逐渐的演进倾向于和地方发展联系在一起，而急剧变化则常常和扩散尤其是种族灭绝式的扩散联系在一起。

关于新语法学派构想的辩难

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新语法学派的创新性问题。甚至被普遍视为他们的最大贡献的，较早的学者奥古斯特·施莱歇尔提出的“语音法则无例外”（Die Ausnahmslosigkeit der Lautgesetze），也被他们自身置于对立面。
(18)

 根据这一原则，语言变化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被系统地、合理地解释。这一方法总体来说是极为成功的，并且，和来自类似形式的分析一同使用，这些“法则”能够解决语系内部大约70%—80%情况。

然而，这一方法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这些法则不是所有语言的法则而是具体语言的法则。
(19)

 并且它们只能适用于语音而不适用于语义。甚至即便接受类推法，采用这些法则也会遗留下关于无法解释的转换或对变化的排斥的大量“剩余”。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剩余，原因在于存在着大量干扰语音转变规律性的因素。其中的一项，我们称之为“音义联觉”。联觉音组使某些经验或状态和特殊的音素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可能一部分是拟声的，诸如slip、slide、slop和sleazy或fash、splash、dash、crash、clash、mash和hash等一系列类似词汇。然而，拟声不是必需的。人们会发现这样的词群，如fy、fow和futter，甚或更为疏远的glitter、gleam、glow和gold，抑或词义易变的或词义重复的futter、fritter、putter、glitter等。所有这些词形最好被描述为“发声符号”，语音结合着语义。
(20)

 因此，这些词汇倾向于形成词群，虽然他们可能来自不同根源或者会“有规律地”偏离。
(21)

 在这些情况里，语义因为具有更少的规律，所以冲击着语音的“确定性”。新语法学派及其今天的追随者很少探讨这类混合现象。如果他们被迫这样做，他们就会将它视为“腐蚀”来轻蔑地对待。

导致这一剩余的另外一个根源不能用语音法则来解释，它便被现代学者描述为“词汇扩散”。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些词汇经历了规则的语音转变，然而，另外一些词汇不知何故并未发生语音转变或者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22)

 由于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语言学家几乎完全专注于印欧语，所以他们没有关注它与其他语言的可能接触，除非这些语言产生于他们所谓的——按照他们的地质学模式——“地层”。
(23)

 这一下位层由来自印欧语族群征服的非印欧语族群的语言对印欧语的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影响构成。

新语法学派对非印欧语缺乏兴趣的原因，很容易解释。首先，生活在一个强烈的浪漫主义时代，他们相信纯洁的创造性力量和内部发展的最高重要性。其次，如上所述，“他们继续将语言作为一个独立于说话人和他的社会背景的‘事物’来对待”；并且，他们又进一步相信语言作为“独立物”，不能混合。
(24)

 像那个时代的所有欧洲知识分子一样，语言学家将印欧语族群视为历史上最活跃的民族。因此，他们不相信他们的语言本可能会受到“活力较少的居民”的语言的大量影响。再次，语言接触研究的风险在于混淆地理上缓慢发展的图景，因为接触能够导致变化的加速以及（甚至是更坏的）变化的不规则。

现代研究希腊宗教的首要权威沃尔特·伯克特，在讨论希腊语中的借用语时，认为“任何语音进化的法则都不能确定”。
(25)

 我不会这样认为，但我相信借用词倾向于与语音的连贯性保持一致；然而，只有当它们在同一时代并且在同一方言之间发生时
 ，我的看法才成立。
(26)

 在现实世界里，语言变化和地区方言各式各样。并且，借用语通过不同途径产生：书面语言、大众接触、宗教仪式、贸易、奴隶制度或者战争。不同时代形成的或不同途径形成的语言借用频繁地不遵从同一形式。“词语的通俗变化”（即陌生词语转变为更为熟悉的词语）现象的广泛分布使得它更加不确定。伯克特继续谈论希腊语中的借用语：“它们模仿并且隐藏，使自身适应于当地希腊语的词根和前缀。”他继续引用了一个德语词汇Hängematte来对应“吊床”（阿尔贡金语词汇），该词义为“悬空的床垫”，看上去是本地语，其实不是。
(27)

 更富有戏剧性的转换，是德语词汇Eidgenossen（“受誓言约束的”）转换到法语中变成了“Huguenot”（胡格诺），据称该词是普通名字“Hugues”（于格）的一个昵称。


 索绪尔和19世纪印欧语研究的20世纪的追随者

由于斐迪南·德·索绪尔的著作，作为一门学科的20世纪语言学，已经抛弃了历时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研究，抛弃了传统的研究路径，即一种语言发展出一个方式使一种语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都能作为一个系统使用。少数学者仍然关注历史语言学，但他们仍然停留在他们19世纪前辈们的阴影里。

20世纪里，印欧语研究只取得了两个大的进步。首先是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发现了两种（可能是三种）死亡了的“吐火罗语”（Tocharian）文本。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语言在某些重要方面与西欧语言类似，这一事实暗示，这些东西边缘语言保留了中部语言已经丢失的古代特征，并且证实了先前学者抛弃将梵语视为最早和最纯正语言的做法是正确的。
(28)



第二个发现更加关键，即对用赫梯语写成的楔形文字写字板的破译，赫梯语是公元前2千纪崛起于安纳托利亚即今天的土耳其中部的强大帝国使用的文字。这一“新”的语言被证明与印欧语类似，尽管在词法上与后者不符合。对它的发现强烈地影响到了原始印欧语语音体系的重构，因为赫梯语被发现包含有两个喉音/h/和/hh/。这些喉音的存在，证明先前由索绪尔提出的假设是正确的。他认为，虽然这些发音存在于闪米特语和其他语言之中，但未曾在任何印欧语中发现；所以，它们应该被重构，以便解释印欧语内部发声法的异常现象。
(29)



赫梯语，连同其他许多在今天的土耳其发现的消亡语言，被确认为安纳托利亚语族的分支，最早从印欧语系中分离出来。语言学家埃德加·斯特蒂文特证实，赫梯语是印欧语的姐妹语言而非子语言，并构造了“印度—赫梯语”这一名称，取代旧的术语，以指称更大的语系。这一名称被许多一般的语言学家接受，但是大体上不被研究印欧语的专业学者接受。
(30)

 他们拒绝使用这一有用的术语，似乎不仅仅是因为不愿意让“欧洲语”从这一名称中去掉，而且还因为对印欧语研究的19世纪传统的坚守。对一个术语的这种挚爱集中体现了现代的印欧语专家对他们前辈们的有机论、地质学模式的倾向和对孤立性、纯正性的浪漫主义的青睐。
(31)



当所有的印欧语被以这种方式审视时，希腊文化被视为欧洲文化的摇篮和缩影，希腊语则被视为纯洁语言的极致。传统的语言学家们仍然认为希腊语基本上是有机的。因此，他们将它的这一转变归功于不受外来影响的内部发展。希腊所具有的那些不能从印欧语那里溯源的特点，被按照地质学模式归因于“下位层”。他们明显抵制希腊语可能借用或模仿了同时代的其他语言。


 分支或交错

沃尔特·伯克特记述了传统印欧精神对希腊语的影响：

希腊语言学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支配着印欧语专家；然而，它的成功预示着对事实的扭曲。在所有的标准词典里，给出一个希腊词汇的词源就意味着经由定义给出了一个印欧语词源。甚至最偏远的参考——比方说，亚美尼亚语或立陶宛语——也被忠实地记录了下来；然而，可能借用了闪米特语，则被断定是无趣的，并且不是被丢弃就是被一笔带过，没有被充分地记录下来。众所周知，希腊语中的大部分词汇缺乏恰当的印欧语词源；但是，青睐于追寻与一个假定的爱琴语下位层或对应的安纳托利亚语的联结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它涉及应付一个很大程度上未知的领域，而不去探索与熟悉的闪米特语的联结。贝洛赫甚至想要将罗得岛的宙斯·阿塔拜里俄斯与巴勒斯坦中部的阿塔拜里昂山（Mount Atabyrion）即塔波尔（Tabor）山分裂开来，取而代之，为它选择一个模糊的安纳托利亚语类似词汇。反犹主义在这件事上显露了出来；在别的问题上，它经常在一个看不见的层面发挥作用。甚至第一流的印欧语专家也会做出令人惊讶的错判。
(32)



伯克特的描述令我们首先回想起的是从一个单一树干生长出多个枝干的传统模式，而不是多个根状茎的模式或者复杂的花格或灌木图景模式，其次，让我们想起的是偏爱语言或语言家族内自发式发展。树状图模式有效说明了分支而非趋同。
(33)

 树状图模式在解释分流时有用，但在解释合流时则无用。

多数现代历史语言学家不愿考虑古代语言的地区转变，特别是原始印欧语和希腊语。大多数学者尤其反对跨过语言边界的转变，这些类型的转变可以在历史上发现的变化中找到。对印欧语专家来说，尤其对那些关注原始印欧语和希腊语的专家来说，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因此为对存在着来自其他同时代语言的干预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将会是更好的做法。他们可以借鉴最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例如，使用助动词“to have”作为标记完成式时态的最主要方式甚或唯一方式，这种做法似乎起源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具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文化声望的法国。这种用法在现在法国、西班牙半岛而非拉丁美洲、意大利北部而非南部、德国西部而非东部能够找到。语音上的类似转化恰好将小舌音/r/的传播标记出来，该音始于巴黎或凡尔赛，但是现在通常或偶尔可以在以下八种语言中找到：法语、巴斯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和德语。
(34)

 在研究个别印欧语和非印欧语之间的接触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印欧语作为一个整体同其他语言及语系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三章将要涉及这些关系。






(1)
  Morpurgo-Davies（1998，88-94）.


(2)
  哈列维实际上出生在卡斯蒂利亚（Castille），但是他的名字是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取的；参见布兰（Brann）关于视觉敏锐的研究［Brann（1991，84）］。关于哈列维的语言学推测，参见Loewe（1994，127）。


(3)
  关于这些翻译和研究的概述，参见Loewe（1994，127）。


(4)
  参见第一卷，第171页。


(5)
  Morpurgo-Davies（1998，45）.


(6)
  Blench（2002b，5）.


(7)
  Cannon（1990，244-5）and Morpurgo-Davies（1998，65）.


(8)
  Muller（1986）.


(9)
  关于这一谱系演变，参见Morpurgo-Davies（1998，14）。


(10)
  Aarsleff（1988，xl-lxv）.


(11)
  Morpurgo-Davies（1998，98）.


(12)
  第一卷，第215—336页。


(13)
  第一卷，第286—287页。


(14)
  关于细节，参见Koerner（1989，149-77）。


(15)
  参见第一卷中第370—373页的讨论。


(16)
  参见Koerner（1989，203）。


(17)
  关于19世纪地质学对新语法学家的影响，参见Christy（1983）。“均变论”的狂热信仰仍可在21世纪发现；参见Ringe et al.（2002，60）。


(18)
  参见Jankowsky（1968，98）。


(19)
  它被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认可，参见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81）。


(20)
  参见Jakobson and Waugh（1990）。


(21)
  Bolinger（1950），Malkiel（1990）and Blench（1997，170）.


(22)
  Trask（1996，287-90）.


(23)
  关于少有的例外，参见霍尔加尔·佩德森的著作，他列述了那些发现印欧语与和闪米特语之间的联系以及印欧语与乌拉尔语之间的联系的学者。Pedersen（1931，335-9）.


(24)
  Koerner（1989.94）.［substrate或substratum，在地质学上被翻译为“地层”，而在语言学上则翻译为“下位层”，后者由地质学意义引申而来，指的是“一种语言变体或一组形式已影响了一个社会内占主导地位的变体或语言的结构或用法。”（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5页）。本文个别地方涉及地质考古内容，此时译者则将其翻译为“地层”。所谓“下位层”。——译者注］


(25)
  Burkert（1992，35）.


(26)
  这两个条件是必要的。例如，在1900年到1950年间，很短的时间跨度内，荷兰语借用英语足球术语“球门”的情况。在荷兰北部方言中，该词汇读作kol，而在南部方言和弗兰德斯方言中读作gon，并且被语言纯正癖者读作gol。在这种情况下，语音的变化是由借用语的方言差异造成的。这一因素的突出例子可从意大利语源自阿拉伯语där aṣṣin´a“工厂”的两个借用语见到，它们成为darsena（“船只被解除武装或修理的港口内侧部分”）（可能经由热那亚方言借用而来）和arsenale（“海军船坞，兵工厂”）（经由威尼斯方言借用而来）。参见Aboul Nasr（1993，43）。我还要感谢Dr．Lori Repetti为此提供实例。关于短期内带来的极端改变，可见于日语，630年前汉语传入日语的借用语和630年后传入的借用情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Bernal（2001，114-6）.


(27)
  Burkert（1992，35）.


(28)
  Mallory and Mair（2000，70-296）.


(29)
  参见Lehmann（1993，107-10）。


(30)
  参见Ruhlen（1987，55-8）。


(31)
  关于拒绝使用“印度—赫梯语系”这一术语的情况，参见Jasanof and Nussbaum（1996，203 n．2）。我曾询问几位印欧语系专家拒绝使用“印度—赫梯语系”这一术语的原因，但从来没有得到一致的答案。


(32)
  Burkert（1992，34）.


(33)
  萨拉·格雷·托马森和特伦斯·考夫曼论述了传统的历史语言学趋势，参见Sarah Grey Thomason and Terrence Kaufman（1988，1-2）。对单根树状图模式的使用和滥用的概述，参见Gould（1989，esp．chap．1,“The Iconography of an Expectation”）。关于支持灌木图模式的论证，参见Moore（1994）。


(34)
  Trask（1996，201）.



第二章　超级语系：“诺斯特拉语系”和“亚欧语系”

语言学家似乎已经终止或者至少是暂停了对所有现存语言是否存在着单一起源或多重起源的争论。认为所有现存语言最终是彼此联系的一致观点如今似乎已经出现。不过，关于这种说法可能会证明特殊联系或者会重构原始母语的任何内容，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概言之，可以粗略地将他们分为“主合派”和“主分派”。主合派寻找不同现象中体现出来的共同特征，然而，主分派更多地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主分派以渴望确定性和害怕差错为特征。主合派倾向于认为完全的准确性和确定性是不可能获得的，最好能够或者应该以追求“具有说服力的合理性”为目标。主合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害怕犯两种不同的错误：第一种是记账错误（errors of commission），它经常涉及“X与Y有关”的陈述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第二种是疏漏错误，即被认为不存在的关联实际上是存在的。相比之下，主分派强烈地害怕记账错误。

近些年来，最著名的美国语言学主合派学者是斯坦福已故的约瑟夫·格林伯格和他的学生梅里特·鲁伦。格林伯格最初是一位人类学家，他作为世界语言的林奈（Linaeus）或伟大的系统化者将被世人铭记。他对非洲语言的分类已经成为标准划分。他的亚欧语系构想，与苏联学者的类似，如今已被屡次接受。他将美洲语言分为三个语系，其中包括巨量的“原始美洲语”，他的这种划分仍然具有强烈的竞争力。鲁伦接受了格林伯格所有的宏观语言家族理论，现在正在编纂已经成为世界语言标准指南的著作，并且希望通过这一广泛的探索来重构原始人类语言或原始世界语言。
(1)



站在天平另一端的是语言学主分派学者，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学者是传统的印欧语专家。这些学者继承上文提到的传统，致力于印欧语之间巧妙复杂的语系关系。他们的态度集中体现于埃里克·汉普1996年在一次研讨会上的一番言论：“我们的工作是对印欧语进行绝对无瑕疵的重构。其他问题真的不重要。”
(2)



印欧语专家往往不乐于尝试探讨印欧语与其他语系之间的关系，并且不乐意尝试探讨印欧语系借用外来语言——在他们看来——肮脏的并且在美学上令人不快的变化过程。
(3)

 尽管极少数印欧语专家否定更广泛的语言学联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倾向于将任何具体关联的建议作为“纯粹的推测”加以抛弃。对确定性的要求常常和某种知识分子的严谨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学术前辈的尊敬已经使他们与其他相提并论的历史语言学家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困难。


 诺斯特拉语系和亚欧语系

在原始世界语重构者们模糊的普遍性和印欧语专家的狭隘目光之间，一些学者在中间层面进行研究，考察大的语丛。本书最关注的语丛是诺斯特拉语系和亚欧语系。诺斯特拉语这个名称令人不快，因为它源自拉丁语nostras（“我们的同胞”），这就暗示着讲这种语言的族群有别于其他语言族群，这个问题被排除在了学术探讨之外。然而，对于这一极为有用的概念不存在其他被普遍接受的术语。

关于闪米特语和印欧语之间的语系关系的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现代历史语言学的源头那里，如果再往前，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教父时代和中世纪，当时，伊甸园和巴别塔里使用的语言被假定为已经是希伯来语了。
(4)

 19世纪，学者们进行了许多尝试，论证印欧语和闪米特语动词词根之间的联系。然而，沿着这些线索进行的研究受到了局限，部分原因是获得确定性知识存在困难，并且也同样因为对操印欧语的高贵的雅利安人的迷信。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狂热的反犹主义也起到了同样的阻碍作用。有两个重要人物远离了这些潮流，他们是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öller）和他的学生霍尔加尔·佩德森（Holgar Pedersen）。
(5)



在这个主题上，穆勒可以被忽略，佩德森的观点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印欧语专家和研究印欧语言学的历史学家的反常观点。然而，佩德森的观点不一定应该被认为比他的同辈学者的观点更开明，如法国语言学家阿尔伯特·L．M.库尼（Albert L．M．Cuny）所指出的那样：“佩德森没有隐藏他对白人种族语言存在着一个单一起源的信仰。”
(6)



不管怎样，如当代历史语言学家R．L.特拉斯克阐明的那样：“佩德森几乎没有为他的观点进行探究，以致诺斯特拉语的提议数十年间变得不太被人记起。”
(7)



苏联语言学

1950年之后，诺斯特拉语研究在苏联复兴。在20世纪40年代，俄罗斯语言学研究被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支配，马尔1865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他主张存在着一个包含印欧语、高加索语和巴斯克语的超级语系。他进一步认为，语言的发展阶段证明，语言反映了操该语言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制度。例如英语，它是资产阶级语言。这一构想自马尔1934年去世至1950年期间在苏联被官方承认。那一年，约瑟夫·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学的短文，出于明显的原因，它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8)



在这篇文章中，他批驳马尔在语言和社会联系上观点僵化。这篇文章使政治对语言学的压制放松了一些。如此一来，1950年之后，斯大林本人从斯大林主义出发对语言学家进行保护。斯大林能够流畅地使用格鲁吉亚语和俄语，他没有攻击马尔关于语系的观点。不管怎样，在1950年前后，因为苏联自身的语言极具多样性，所以它要求并支持语言学家不能囿于印欧语研究。这个国家也需要确立超越印欧语之上的联系，这样一个语言家族能够将苏联的所有语种都包括其中，能够用于将这些语言统一到一个民族之内。

出于这些原因，不用惊讶于现代诺斯特拉语研究的开创者弗拉季斯拉夫·伊里奇—斯威第奇和阿哈龙·多尔戈波尔斯基，1960年前后在莫斯科异军突起。他们的观点随着俄罗斯犹太人到国外定居在20世纪70年代传播到了西方。1966年，伊里奇—斯威第奇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但多尔戈波尔斯基则继续在海法从事他的研究。苏联的另一位诺斯特拉语学者维塔利·施瓦洛士金自1974年起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教职。从那时起，他在30多年里一直怀着极大的热情，宣扬自己的总体观点。
(9)



不过，这些观点也不为苏联或者俄罗斯所独有。数十年间，一位精通古埃及语和豪萨语（属于亚非语系的乍得语族）分支北部尼日利亚语的美国语言学家卡尔顿·霍奇，提出所谓的“里斯拉克”（“Lislakh”）概念来为一个比诺斯特拉语系小的语言家族来命名。这一语言只包括亚非语和印欧语。
(10)

 古典学家和闪米特语学家索尔·莱文，也已经在对西方古典语言希伯来语、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11)

 然而，对在西方学界建立诺斯特拉语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阿兰·博姆哈德，他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为金吉达香蕉有限公司（Chiquita Banana）工作。
(12)



不同的学者为诺斯特拉语给出了不同的限定。最初，它被描述为包括印欧语、亚非语和乌拉尔语，芬兰语和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如今，许多学者将阿尔泰语（它包括土耳其语和蒙古语）、朝鲜语，甚至日语、阿伊努语和因纽特语也包括进这一超级语系。有时，达罗毗荼语（仍然在印度南部占支配地位）、南高加索语（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语族）也被视为该语系的成员。
(13)

 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伊里奇—斯威第奇列举了607个诺斯特拉语系可能通用的词根。多尔戈波尔斯基声称，这样的词根超过了1900个，但他至今仍未公布。
(14)

 博姆哈德列出了一个含有601个词根的列表。
(15)

 虽然多尔戈波尔斯基和博姆哈德在许多重构方面意见一致，但他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并且他们的列表经常有出入。数学语言学家唐纳德·林格（Donald Ringe）对所有的诺斯特拉语学家提出挑战，称印欧语内部词汇的共同性远远超出了学者们的预期，并且诺斯特拉语系内部可以观察到的共同性，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是一种偶然。
(16)

 林格没有声称，他的这一观点在“批驳”诺斯特拉语系这个假设；他只是说，语言的类似性不能证明它。随后，他进一步坚持，历史语言学需要“客观证据”。
(17)

 他的观点被引用，大意是“对于这一问题，重要的是方法。结果不重要”
(18)

 。林格的模式在数学层面受到挑战。
(19)

 我有一个进一步驳斥他的理由：他的方法一刀切地处理被提出的个体一致性。作为一位精通东部非洲语言的专家，阿奇·塔克（Archie Tucker）的说法具有说服力：“在语系关系的假定中，对代词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20)



当人们审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或代词元素的“核心部分”时，获得了一个不同的图景；因为，这些部分普遍稳定，并且很难被借用。代词包括以下词干：

*mi-/*me，第一人称单数

*wá*we，第一人称复数

*na-/*ne，第一人称复数

*t［h
 ］ú-/*t［h
 ］e-，第二人称单数。

以s-和t［h
 ］开头的指示代词词干以及以kw
 ［h
 ］开头的关系代词和疑问代词词干广泛存在于诺斯特拉语中。
(21)

 使役代词/s/也是这样。
(22)

 虽然在整个诺斯特拉语系中没有发现词法特征或结构特征，但是在亚欧语系即将亚非语系排除在外的诺斯特拉语系中，它们可以在从印欧语或更大的语系印度—赫梯语到乌拉尔语的一个关联或联结中发现。这一联结可以从乌拉尔语延续到阿尔泰语，从阿尔泰语延续到朝鲜语以及日语、尤卡基尔语（Yukagir）、楚克奇语和因纽特语。通过这种方式来划分南高加索语（格鲁吉亚语及其亲属语言）和达罗毗荼语，较为不易。
(23)



共同的词汇表不是诺斯特拉语系中诸语言之间的唯一联结。在最近十年间，在格林伯格和鲁伦的带领下，学者们已经从诺斯特拉语系转向亚欧语系。与古诺斯特拉语系的其他成员如亚非语系、南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等之间的特殊亲缘关系不能被否定，但是它们不被视为属于亚欧语系的核心部分。在本书中，我将使用诺斯特拉语系这个名称指代较大的语言群体，用亚欧语系指代较小的语言群体。

在1990年，俄国学者塞奇·斯塔罗斯京读到了一篇论文，他从中论证，原始印欧语、原始南高加索语、原始乌拉尔语和原始阿尔泰语是原始诺斯特拉语的“子语言”，并且原始达罗毗荼语是从原始前诺斯特拉语演变而来的。原始闪米特语在亲缘关系上仍然更为遥远。
(24)



斯塔罗斯京的论证建立在词源统计分析法的基础之上，该方法由印第安语学者莫里斯·斯沃德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基于他对北美洲的研究。斯沃德什编辑了一个收录100个（最初是200个）词汇的列表，这100个词汇可以在所有的社群（包括未进入农业社会的社群）中找到。他论证，这些基本词汇按照一个或多或少有规律的比例彼此之间缓慢分离。因此，他主张，两个亲属语言中，共同拥有这类词汇的较少者，操这种语言的族群离开的时间较长。并且，他还认为，根据历史上观察到的英语和德语的分离现象，人们可以为那些在史前史中发生分离的语言确立一个大致的年代。
(25)

 除了斯沃德什的方法存在着内在的不严谨，甚至他的捍卫者斯塔罗斯京也承认，他本人的推算在某些方面有些随意。特定的词汇被按照不同的“权重”接受。不过，斯塔罗斯京从两个方面来说都坚信他的基本体系，不管是分离度还是它们的绝对年代。他也承认，自己只对闪米特语进行了调查，而不是整个亚非语系。
(26)



格林伯格和鲁伦和斯塔罗斯京的观点一致，认为亚非语系是亚欧语系的姐妹语言而非子语言。甚至博姆哈德，他最早开始关注印欧语和亚非语之间的类似性，却在它们的亲缘关系度上犹豫了若干年。
(27)

 不过，他最近对阿哈龙·多尔戈波尔斯基进行答复，批驳了唯一发表的关于两个语系之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亲缘关系的观点。
(28)



当亚非语被拿来粗略地与格林伯格关于亚欧语共用的词法特征的列表进行比较时，会发现：亚非语在数量上明显低于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只是与其他语系处于相当水平。
(29)

 但是，亚非语和印欧语共有的一个特征——伴性性，则是其他亚欧语系语言所不具有的。其他语族通常只在有生命实体和无生命实体之间进行区分。我将在第四章中论证印欧语的性至少部分上是对亚非语的模仿。

斯塔罗斯京忽略了七个亚非语语族中的六个，这明显与他发现的同宗亚欧语数目存在着偏差。例如，第一人称单数形式*mi能在整个亚欧语系中找到，还能在乍得语和高地东库希特语中找到，却不能在闪米特语中找到。
(30)

 总而言之，上面列举的人称代词或其他代词几乎都局限于两个诺斯特拉语系，即印欧语系和亚非语系。

很久以前，即1974年，闪米特语学者罗伯特·霍伯曼写了一篇论文，在其中有说服力地证明，按照霍珀—加姆克列利茨对原始印欧语的重构（见下文第四章），印欧语和闪米特语的三辅音词根有着显著的类似性。进而言之，他们被同样限制约束；根据这一限制，辅音能够彼此并存。
(31)



在词法上，埃及学专家约翰·雷（John Ray）证明，埃及语中的“状态动词”、阿卡德语中的“持久动词”和赫梯语中的-ḫi变形动词在词形上和功能上都极为类似。这些词的类似性，连同类似的印欧语和亚非语中的介词（将在下文讨论）和元音变换（ablaut）的类似用法，使他得出结论：“当我们继续呼吁小心谨慎时，闪米特语、含米特语和印欧语来自同一起源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32)



雷写这篇论文时没有将20世纪70年代对古代闪米特语的一支埃卜拉语的发现考虑在内。公元前3千纪中期，富庶而又强大的埃卜拉城中的官僚阶层不仅说这一语言，还将它作为一种书面语言来使用。
(33)

 当和同样古老的闪米特语阿卡德语及其“姐妹语言”古埃及语一起研究时，埃卜拉语的一些介词对于重构的原始印欧语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类似性：

[image: ]




(34)



最后两个例词在埃卜拉语中没有找到，但即便如此，它们仍然表明亚非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关联。

斯沃德什的列表没有将任何介词或连词收录在内，尽管这些词形显然将和他收录的基本名词和动词一样是亲缘关系的稳定而又良好的显示者。考虑到这种情况，有趣的是，闪米特学专家I．J.盖尔布对这些明显是同源词的评论：

在讨论某些介词出现的问题时，不应该将埃卜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置于讨论之外……埃卜拉语在这方面和阿卡德语有部分的相同之处，但和其他闪米特语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埃卜拉语这一非常古老的特征为早期闪米特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
(35)



此外，闪米特语前两个例词的内部形式in和ìna，表明存在着一个从n到l的转变。埃及语和迦南语有类似的n>l对应词。在这种情况里，只在闪米特语中被证明带有/l/的许多词汇与原始印欧语中/n/的词汇类似。例如阿卡德语和阿拉伯语lā、迦南语lo＞＜*nā＞以及埃及语n或nn（“不”）明显类似于原始印欧语*nē。阿卡德语lilatu、古兹语lelit、迦南语lyl（“夜晚”）［但lyn（“过夜”）源于重构的重叠词*netnet］这些词与原始印欧语nekw
 -t（“夜晚”）类似。
(36)



这些词明显是基础词汇，不可能被借用。但是，正如第一章中所显示的那样，几乎语言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移植。就亚非语（可能是它的大部分北部闪米特语）和印欧语的情况而言，许多词汇并且可能甚至伴性性体系（见第四章）都是借用的。学界不应该过分强调语系关系而将后者的接触排斥在外。

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推测，对诺斯特拉语系本身的可能起源进行考察。约翰·克恩斯相信，得内—高加索语或纳得内语的一个分支如今仍然在高加索地区、中国、缅甸和每个西北部使用。
(37)

 尽管如我们将要在下文看到的那样，科伊桑语显然对亚非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这一观点似乎正确。

诺斯特拉语原始家园的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谈一下历史语言学家对原始家园进行准确定位的三种方法，会不无裨益。第一，定位标准。判断原始家园即Urheimat——语言学家偏向于使用德语术语——的标准很简单，即地理便利，学者们能够凭借它为一个语言家族的原始家园进行定位。
(38)

 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地区附近找到一个地方，该地区以说某些语言或历史上说某些语言而知名，并且它们能够容易地从这一地区向外扩散。这一方法被称为最少移动原则。

例如，认为印欧语起源于非洲的主张将会令人难以置信。该语系中的任何一个分支语言都没有被证实曾经在这个大陆上被人使用过，并且推定印欧语能够从这样一个中心跨越出已知的界限向外传播的路径将是困难的。不过，有些语言或语言家族偶尔起源于它后来的界限边缘上甚或边缘之外。例如，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纳瓦霍人构成了北美洲操纳得内语族群压倒性的主体。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学家，主张该语系起源于那里。学界一致认为，该语系起源于亚洲。不过，总体而言，利用地理上的合理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手段。

第二，发现原始家园的方法，即通过词汇表确立一个语言家族的使用族群的最初地理界限。通过贯穿于一种语言的常见词汇的使用，来显示操原始语言的族群的物质文化水平，这已在前文提到过。同理，通过其他术语，能够判断原始家园的自然景象和气候带。然而，人们对此必须特别小心。一个词语表示自然现象的语义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显然，由重构的原始印欧语词形*mori而来的亲属词汇能够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发现，但是它们的词义有一系列变化，从“沼泽”到“湖泊”再到“海洋”。所以，这些词汇不能为操原始印欧语的族群是否居住在海边提供任何信息。但是，词根*bergo在大多数印欧语言中出现，意为“桦树”，尽管它的拉丁语词源的词义为“梣树”。桦树不在地中海周围生长。类似的情况适用于表示柳树的常见词汇，也适用于表示雪的常见词汇以及表示熊、海狸和狼这类动物的常见词汇。这些常见词汇表明原始印欧语是在某个具有北方气候的地区形成的。虽然这一方法使用起来需要极为小心，但是它能够为一个语言家族的起源地提供某些迹象。

第三，通过考察一个既定区域内方言或语言之间的变异程度，来定位一个语言家族发生分散的地方。在这个方法的背后，是斯沃德什的观点，他认为所有语言按照大致接近的比率逐渐分离，这一关于多样性的原则与空间牵涉在了一起。换言之，一种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家族在一个特定地区的变异程度越大，它可能在那个地方使用的时间越长久。

一般对这一原则最常使用的例子是对英语方言分布的考察。在不列颠，英语被使用的1000多年中，出现了许多截然不同的方言；其中一些，像泰恩赛德方言，它在达勒姆郡和诺森伯兰郡的一些地区使用，被限制在了极小的区域。美国东海岸沿岸地区，使用英语的族群在那里生活了三四百年，人们可以在新英格兰和“南方”找到与众不同的方言。相较之下，中西部和西部广大地区，英语在那里使用了不到200年，保持着显著的同一性。一般来说，在语言的多样化过程中，时间比空间更重要。
(39)



与这一原则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许多语言不仅仅和平地发生多样化，并且还会受到临近语言的影响。因此，它们会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不同的方言和语言。例如，纽约市的语言就独具特色，因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纽约人在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该语言形成的原始地区即原始家园被一个单一的方言或另外一种语言大规模侵占的话，那么这一关于地方多样性的原则也就会成为误导人的原则。例如，历史记载和地方名称证明，印欧语的分支凯尔特语形成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地区，那里如今已经使用了德语。今天，它仅在不列颠西部和布列塔尼被继续使用。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国家能够在广阔的地区确立通用的标准语言，它往往会掩盖早先的变异：法国的是法语，意大利的是意大利语，等等。今天，如果有人观察罗曼语内部的多样性，他会选择瑞士作为原始家园，因为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Romansch）都在那里使用。事实上，当我们翻阅历史记载时，会发现拉齐奥或者罗马城周围的拉丁平原是它的原始家园。然而，在缺乏这类历史记载的情况下，这一多样性原则便成为少有的几个可以利用的指南针，来确定哪里是语言家族的起源地。
(40)



这三个方法充满了不确定性，并且，一种语言的“解体”出现得越早，就越难发现它发生“解体”的地点。即便如此，将它们彼此结合，并与语言亲缘关系和考古遗迹结合，这些方法经常可能会为一个语言家族的原始家园确立一个似乎真实的假设。


 诺斯特拉语系和亚欧语系原始家园的考古学证据

我将在以下几章，论证亚非语系和印度—赫梯语系在最近的1.2万年里随着农业的扩散而产生。因此，诺斯特拉语系的起源必须进一步向前追溯，至少追溯到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现代人类（即智人）只是在大约10万年前才迁徙出非洲，这一强烈的可能性为诺斯特拉语系的起源设置了一个上限。
(41)

 因此，我们考查的时期处于距今10万年至1.2万年之间。

诺斯特拉语和尼罗河的“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群

语言学家卡尔顿·霍奇，主张里斯拉克（他为诺斯特拉语确定的名称）在距今2万年至1.4万年开始产生于尼罗河中部。
(42)

 考古学家承认，在距今1.8万年至1.4万年，旧石器晚期文化群的确在努比亚和上埃及的尼罗河沿岸兴旺繁荣。给这一类型的文化确立的总称有时候令人费解。一些学者使用了中石器时代文化来描述它们。但是，由于中石器时代文化倾向于在海边出现，而尼罗河中游地区远离海洋，所以这些文化通常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文化。这些族群依靠采集种子和果实、猎取小动物、捕获鸟类、打鱼等手段维持生活，但是他们也逐渐种植和食用谷物。大量的手推磨或磨制石器在这个地区被发现，使得这一事实明朗起来。并且，这些族群健康的牙齿被发现严重磨损，明显是因为他们吃的谷物中含有来自磨盘石头的细石粒。
(43)

 不过，手推磨也用于加工植物块茎，它们的炭化残留物被发现来自这一时期，即1.8万年至1.7万年前。
(44)



关于这些文化群，引人注目的，除了他们密集的人口之外，还有他们对细石器的使用。
(45)

 这些细石器是一些一头钝的小燧石或其他锐石，所以它们可能被插入木质柄杆作箭头等物使用。它们使得使用弓箭猎取小动物成为可能，并且人们也模仿动物的下颌骨，将它们放置在镰刀上排成一连串。他们对镰刀的使用他们第一次能够收割植物并且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46)

 在非洲中部和南部出土的精致制造的细石器最早出现于7万年前。
(47)

 它们似乎在距今1.7万年前之前传播到尼罗河流域文化那里。表面的光泽表明，许多细石器事实上是用于收割植物的，可能包括对大麦的收割。
(48)



如我希望在下文证明的那样，亚非语可能在距今1.1万年左右于白尼罗河和蓝尼罗河汇流的地方、埃塞俄比亚南部和肯尼亚北部之间的某个地方产生，并且印度—赫梯语在距今1万年左右产生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因此，如果要寻找操原始诺斯特拉语的最初族群，我们需要证明距今3万至1.2万年间在这两个地带之间或附近生活着一个族群。

当某个语言族群比他们的邻居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或者占有某种社会或经济优势之时，它们的语言就会向外传播。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传播，阿拉伯语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而传播，英语随着英国帝国势力在19世纪的扩张和美国帝国势力在20世纪的扩张而传播。因此，如果要寻找原始诺斯特拉语族群的物质文化，学者们应该集中精力研究那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社会并且评估它们的发展水平。如上所述，判断一个语言家族何时分裂的方法之一需要求助于在它的子语言中构建一个通用词汇表的技术。因此，例如印欧语专家们似乎合理地论证，原始印欧语族群拥有农业和精致的石制工具，但是他们没有铸造的金属；因为，该语系的成员中没有表示“青铜”或“铸造金属”的共用词汇。

学界普遍承认，诺斯特拉语系的最初扩散不能归因于农业。多尔戈波尔斯基认为，原始诺斯特拉语族群不是农业族群，他们的语言“没有表示播种或耕作的词汇，但有表示收获的词汇”。
(49)

 此外，他还相信原始诺斯特拉语中没有表示陶器的词汇。
(50)

 阿兰·博姆哈德认为，原始诺斯特拉语中存在有涉及准备素食的词根：*√bar/bər（“谷物、谷物植物、大麦”）、*√gar/gər（“压碎、碾碎、磨碎”）和*√mul/mol（“搓、压碎、磨”）。并且，他也没有发现表示种植或播种的词根。
(51)



在最后一个冰川期的后期，尼罗河河谷的原始农业社会与我们从诺斯特拉语的语言词根那里预测的情况非常吻合。如霍奇所暗示的那样，尼罗河中游的这一族群所具有的优势就是他们的细石器。
(52)

 如上所述，非洲南部无疑是最早使用它们的地区。它们似乎直到距今9000年左右才传到欧洲。
(53)

 不过，在中国，细石器的使用可能追溯到距今24000年前，并且在距今22000年之时被广泛使用。
(54)

 虽然比南部非洲的早期细石器晚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的细石器早于尼罗河文化群。中国的细石器非常有可能是独立的发明。缺乏“诺斯特拉语族的优势”是汉语为什么停留在早期纳得内语系中的原因，这种推测听起来挺有趣。
(55)



对原始诺斯特拉语产生于这样一个原始农业文化的假设进行批驳的主要理由是，尽管这一时期的尼罗河流域普遍遵循细石器传统使用了石制工具，但是所使用的细石器所占的数量和石制工具的类型会因时因地发生显著的改变。
(56)

 考古学家们可能夸大了这些差异。我们知道，现代人类使用石器时是就地取材，所以不同石头的质地影响着石制工具的类型。并且，当人们在具体的地方宿营，去获取特定的资源时，他们会采用极为不同的工具。
(57)

 石器文化的差异的确在削弱着这个假设：尼罗河的原始农业族群使用单一的一种语言，甚或使用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单一语言。

不过，我确信这种论证的优势超过了它的劣势。多尔戈波尔斯基根据“词和物”（Wörter und Sache）原则，论证他重构的原始诺斯特拉语中存在着表示“雪”和“雾”以及表示“豹”和“鬣狗”的词根，它们表明了原始家园是温暖的地中海气候。
(58)

 多尔戈波尔斯基相信，它位于西南亚。在距今18000至距今14000年或公元前17000年至公元前13000年之间的这4000年，仍然处于最后一个冰川期，下努比亚和上埃及这个时期的气候明显比今天更凉爽并且更潮湿。这种气候类似于冰川期结束后西南亚肥沃的新月地带周围山麓丘陵地带出现的气候。不过，在前一种情况里，尼罗河的每年泛滥有助于自然界提供丰富的资源。

克恩斯将亚欧语的起源定位于高加索山正南方的新月地带，他同意卡尔顿·霍奇催生诺斯特拉语的文化类型：

越研究这个问题，我就越坚信，诺斯特拉语族群的扩散是细石器文化的扩散引起的；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正确的位置，它的显著特征与诺斯特拉语系语言保留下来的词汇相符合——它是亚欧大陆前农业时代的最后一种语言。
(59)



借用语言学证据，克恩斯认为，将原始诺斯特拉语定位在公元前15000年前后。
(60)

 利用词源统计分析法，斯塔罗斯京得出，包括达罗毗荼语在内的前史前诺斯特拉语在大约公元前11000年（距今13000年）发生分裂，原始诺斯特拉语在公元前9000年（距今11000年）发生分裂。
(61)

 这样一来，来自考古学的证据和来自语言学的证据得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

中尼罗河文化的分裂

从发现的定居点的规模和数量两方面来看，都存在强有力的证明，该地激增的人口在这个时期突然减少，可能是来自上尼罗河连续的特大洪水导致的。努比亚和埃及尼罗河流域这一带的人口密度在接下来的600年里仍未重新达到类似程度，直至公元前4千纪王朝统治开始之前不久。
(62)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文化，即克巴拉（Kebaran）文化，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千纪。该文化像更早的和同时代的尼罗河文化一样，似乎已经有了使用细石器和石磨的原始农业。考虑到细石器和石磨的先前发展和更南方的谷物消费，尼罗河诸文化可能引发了克巴拉文化的产生。非洲语言学专家和史前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埃赫雷特，认为克巴拉文化“最晚在公元前12千纪之前”和尼罗河下游的穆沙比文化有了相互影响，克巴拉文化采集野草和谷物。在公元前11000年至前10000年，纳图夫文化便从这种混合采集中发展出了原始农业。
(63)

 在接下来的数千年间，纳图夫文化对西南亚农业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64)

 从（地中海的）纳图夫人和（加泰土丘和新尼科梅地亚的）早期农夫两者的“非洲人的”骨骼特征和彩色图像可以看出，这些文化中的非洲重要性和农业在西南亚和安纳托利亚的早期发展。
(65)



我认为，将穆沙比和克巴拉的细石器和原始农业的物质文化视作隶属于原始亚欧语族群，将是有所裨益的。随着气候的改善和亚欧冰川的融合，亚欧语扩散进了欧亚大陆，取代了巴勒斯坦采集者和狩猎者（尤其大型猎物的狩猎者，他们的猎物逐渐灭绝了）所使用的纳得内语和其他语言家族。

农业的起源

直到大约40年前，史前历史学家才将农业的采用视为一次称得上“革命”的知识技术进步。不过，在更晚近的时候，这个观点才被证明是恰当的，这要归因于学者们的发现：许多采集野生果实、块茎和谷物的族群如今掌握了关于植物繁殖的大量知识，却仍旧不愿种植粮食。他们极为合理地论证，既然他们能够收割足够的野生植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去种植它们呢？如此，在某些方面，农业的采用应该不被视为进步，而应该被视为失败——野生植物在维持人口生存方面的失败——造成的结果。但是，一旦男男女女们开始为种植计划选择谷物时，他们便肯定能极大地提高产量。产量的提高，再加上更为固定的收获，能够实现更大的粮食产量，这就能够支撑高得多的人口密度。


 戈登·柴尔德和柯林·伦弗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谈一谈20世纪英国考古学和“深度”语言学方面的两个领军人物戈登·柴尔德和柯林·伦弗鲁。

戈登·柴尔德

戈登·柴尔德1892年生于悉尼，长得很丑，但也很迷人。作为上层的澳大利亚人，他到了牛津学习；在那里，他逐渐迷上了欧洲的起源问题，尤其是印欧语系的性质和它的扩散。在他事业的早期阶段，他的政治观念恰恰是社会激进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澳大利亚结合体。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名为《雅利安人》（The Aryans
 ）。后来，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两种信仰体系不能并存。在政治学上和考古学上，他都一贯反对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柴尔德将兴趣从语言学转向了史前物质文化；但是，他从未放弃关注从其他信息来源获得的信息。同样，在扩散问题上，他采取了中间立场。他反对将史前史视为“统治种族”进行的一系列殖民和征服，他们将自身的文明强加于弱小民族身上或者直接消灭他们。但是，他对他认为的特殊文化特性的传播感到痴迷。因此，他提出了他所谓的“修正的扩散”；在其中，在某个时期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文化会吸收并改变来自其他地方的特性。

柴尔德尤其关注他认为的“东方文明对欧洲蛮荒状态的开明”。
(66)

 不过，在生命的后半段，他将“这种开明”仅仅视为印欧语族群的“真正”欧洲文明的“序幕”。然而，戈登·柴尔德仍然受到他早期关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念的影响，在1957年从新南威尔士州一座他深爱的山峰上跳崖自杀。在一封他去世20年后才公布的信中，他解释道，他不愿意成为一个压制年轻学者、阻碍语言学发展的老头子。
(67)



柯林·伦弗鲁

柯林·伦弗鲁通过数量惊人的方式，视自己为柴尔德的继承者。虽然乍看起来他不像是一个气势宏大的人物，其实他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某段时期，他的命运，也可能包括研究古代史和英国史的学者的命运，被放置在了天平之上；当时，剑桥的学者们在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考古学之间犹豫不决。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带着巨大的热情和睿智，提出了“新考古学”——这一学派坚信将“科学的严谨”引入一个他们认为惰性十足的学科。它的成员提出采用诸如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和中子活化法等技术。一些学者论证发明出来用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技术也应该应用于较晚时代的研究，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这些技术将包括诸如燧石和陶瓶罐碎片等物质实物分布的数学研究。应用到较晚时代，这些技术可能会覆盖一个特定的时期和对诸如维持一个特定人口群体所需要的土地和资源数量等生态位（econological niches）的计算。

出于这些构想，岛屿可能构成了理想的单元；对伦弗鲁而言，希腊半岛东南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和苏格兰以北的奥克尼群岛是最令人兴奋和满意的地点。像许多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出生的孩子一样，伦弗鲁热爱“现代艺术”，喜欢轮廓和线条的简单纯净。基克拉泽斯群岛青铜时代早期的美丽圆润的大理石人物雕像、奥克尼无树木的扇面土地和肃穆美丽的海景，优雅地体现了这些理念。虽然自觉地抵制19世纪狂热的浪漫主义，但是这些对纯净和准确性的浪漫探索也在这一新形式中占据了20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

伦弗鲁可能放弃了政治兴趣，但是他过去的经历对他是有好处的。他为学派成员树立了榜样，在学术界获得了突出地位；在那里，才华和左翼观点往往会一并令人苦恼。因此，他如今已是一位领军人物，耶稣学院的前任院长、剑桥大学考古学迪斯尼教授和获得丰厚捐赠的麦当劳考古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些地位加上他的精力和智力，使他成为国际考古学界里的重量级人物。

伦弗鲁的许多观点，甚至人生经历的许多细节反映出，他对柴尔德的追随：柴尔德关注农业起源，伦弗鲁也关注农业起源；柴尔德写了多本书探讨欧洲文明的根源，伦弗鲁也写了一本书探讨欧洲文明的根源；柴尔德在奥克尼进行过发掘，伦弗鲁也在奥克尼进行过发掘。然而，他们在两个主要方面有着深刻的不同。第一，在政治理念上，柴尔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伦弗鲁则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第二，虽然伦弗鲁比柴尔德激进许多，但是伦弗鲁一开始就是一个绝对的孤立主义者，而柴尔德则是一个修正的传播论者。

否定欧洲的近东起源，是伦弗鲁一开始便全身心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柴尔德写了大量的著作探讨“欧洲史前史的东方序幕”，然而伦弗鲁的主要著作虽然是献给柴尔德的，但是它的引人注目并且具有煽动性的题目是《文明的出现：公元前3千纪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和爱琴海》（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在这部著作中，他声称，尽管近东和爱琴海在技术进步方面存在着不容置疑的相似性，但是没有理由假定两个文化的发展具有联系。并且，他论证，自进入新石器时代起，欧洲就有别于亚洲和非洲，并且欧洲文化的发展本质上是本地自发的。
(68)



伦弗鲁也认为关于印欧语扩散的传统观点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要求欧洲自首次出现农业之后的数千年里受到了大量的外来影响。198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难解之谜：印欧语的起源》。在书中，他反对传统观点，论证了作为早期农业语言，印欧语起源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向西扩散至欧洲，可能向东扩散至伊朗和印度。

甚至怀有同情心的评论者们也反对伦弗鲁的观点，因为他没有在广义上的印度—赫梯语系和狭义上的印欧语系之间做出区分。并且，他还反对将伊朗和印度的早期农业和明显不使用印度—赫梯语的族群联系在一起。
(69)



伦弗鲁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回应。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论证，印欧语和达罗毗荼语两者的起源和扩散应该和农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或更西山地的居民们，他们在迁徙的同时向西传播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农业带到了先前狩猎者和采集者稀疏居住的地区。

20世纪90年代，伦弗鲁的思想更进一步发展，他抛弃了先前的孤立主义立场，做了一个U型大转变，转变成了一个“长跨度研究者”。如今，他对宏观—语言家族和史前史的长时段和广区域的探究感兴趣。亚欧语系、诺斯特拉语系和其他可能疏远的语言亲缘关系一直是西方学界争论的主题，伦弗鲁凭借突出的学术地位，独力使这些主题合法化。他邀请多尔戈波尔斯基发表他的诺斯特拉语系假说，然后请求其他学者给予支持，请勿批评。并且，他也继续出版了一些关于美洲语言的书籍和《历史语言学的时间深处》（Time Depth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70)




 语言和发生学

在结束这一章前，谈一下我认为是跑题的话题，似乎至少对我们所涉及的问题是有益的。在过去几年里，许多学者试图将语言和发生学联系在一起。例如，他们证明，在极为轻微的发生学差异和欧洲内民族和语言差异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关联。
(71)

 这些相互关联对个别语言是有效的，对语言家族来说却是无效的。例如，斯拉夫语族群在发生学上与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更为接近，这些人说的是非印欧语；在发生学上与他们关系较远的德国和意大利人，说的却是印欧语。从整体上将语言家族和发生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尝试更未能给人留下印象。意大利的发生学家路易吉·卡瓦利—斯沃尔扎提出了此类的相互关联，甚至他也承认包括汉语、藏语和缅甸语的汉藏语系被发生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口群体使用，一个是北方的亚欧人，一个是南方的亚细亚人。
(72)

 更为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在体貌上明显不同，他们所讲的语言极为接近，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Oceanic subfamily）中的马来语。
(73)

 亚欧语的情况将在后文探讨，它连接了最深远的发生学差异。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讲清楚的是，在考察诺斯特拉语系扩散时，我们考虑的是文化和语言的转变，无须关注它们与发生或“种族”扩散的关联。到公元前16000年至前10000年，我们考察文化和语言相对急速地扩散，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口群体可能是整体或者是部分迁徙。因此，尼罗河流域原始农业文化假定的向北传播似乎可能主要是文化和语言传播，纵然非洲特征出现在了西南亚早期农业人口当中。
(74)

 从长远看，不管是西南亚的高加索族群还是该族群或东非某些族群，都没有被发现使埃及南部发生根本变化。


 结语

探讨像诺斯特拉语系和亚欧语系这样如此广泛并且多变的假设语言家族，必定会引起大量的混淆和不确定。尽管如此，语言学和考古学证据的确指向同一方向，为西部亚欧大陆的诺斯特拉语系和中石器时代提供了一个大致时段，即距今15000—12000年；一个大致的地点，即中尼罗河。相同的工具暗示，原始亚欧语应该和黎凡特的穆沙比、克巴拉和纳图夫物质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传统的长跨度观点即亚非语形成于更南方，是亚欧语的最早分支或姐妹语言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然而，许多重要的特征，暗示亚非语和印欧语之间存在特殊的亲属联系。其中的一些特征，例如前文提到的代词和介词，都可以通过两个语系都特别古老并且较少地受到纳得内语和其他亚洲语言家族的影响来解释。其他特征可以通过亚非语族群和原始印欧语族群的接触来解释。
(75)

 我们在后文中会探讨两个语系间存在的大量的词汇借用。
(76)

 如此一来，原始印欧语的词法和其他重要特征如明显的双性性（binary sexual gender）似乎可能受到了亚非语的影响。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里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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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e（1995，71）.


(18)
  Ringe（1996，11）.


(19)
  关于这些挑战，参见Driem（2001，154）。格林伯格没有在他的参考书目中列举林格的论文，参见Greenberg（2000）。


(20)
  Tucker（1965，655）.


(21)
  Bomhard and Kerns（1994，3-6）.有趣的是，在这些语系中，这种情况发生最频繁的是印欧语系和亚非语系。


(22)
  关于亚欧语系的情况，参见Greenberg（2000，200-2）。关于亚非语和印欧语的影响范围的讨论见其后的第二十一章注释4
 —5
 。有学者极为认同这些观点，参见Cavalli-Sforza and Cavalli-Sforza（1995，182-5）。


(23)
  约瑟夫·格林伯格提出72种词法要素，这些要素可见于2种或更多的亚欧语言中。参见Ruhlen（1987，259）以及Greenberg（2000，1-23）。在他的第2卷（2002）中，格林伯格援引了437个常见词汇。


(24)
  Starostin（1990）.


(25)
  Swadesh（1971）.


(26)
  Starostin（1990）.


(27)
  Greenberg（2000，6），Starostin（1990），Bomhard and Kerns（1994，34）.


(28)
  Bomhard（2002），Dolgopolsky（1984）.


(29)
  当然，Greenberg（2000，61-139）的主张和我对它们同亚非语相关性的评价都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在72种词法要素中，印欧语出现51个，阿尔泰语出现45个，乌拉尔语出现34个。亚非语是20个，处于较低水平。关于南高加索语和达罗毗荼语，我不能给出任何数据。


(30)
  Dolgopolsky（1984，84-5）.


(31)
  Hoberman（1975）.在他看来，一个主要的区别是“一系列唇软腭音在印欧语中的出现，它们没有出现在亚非语（AA）中”（1975，12-33）。我在第五章中证明了它们存在于亚非语中，见第五章，注释136
 —165
 。


(32)
  Ray（1988）.


(33)
  参见Pettinato（1981）。


(34)
  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218 §23）。他们写出了原始印欧语*b［h］
 i/y。关于埃及语m-、闪米特语b-的一致性，参见Takács（1999，291），Diakonoff（1970，461 n．23）及本书第八章注释70
 —72
 。关于埃卜拉语和其他闪米特语介词的详细研究，参见Pennacchieti（1981）。


(35)
  Gelb（1977，27）.盖尔布提到四个介词in、ìna、is（“向/到，为”）和‛asta（“为，向/到”）。我只能推测，他提到is时指的是希腊介词ɛἰς,ἐς（“向/到，到……里”）。不过，这个希腊语介词可能来自*en。我不知道他将‛asta与哪个原始印欧语词根联系在一起。他提到拉丁语ast（“在另一边”）可能指的是at（“但是”）？除去这一关联中语义难题之外，这个词还是不能够追溯到原始印欧语。不管怎样，我给出的另外两个例词，使总数达到了四个。


(36)
  博姆哈德没有将这些闪米特语例词*na/n´，*ni/*ne，nu/no（“否定”）作为原始诺斯特拉语加以收录。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681 §562）。所提到的埃卜拉语词形引自Gelb（1977，23）。其他闪米特语词形引自Moscati et al.（1969，121），原始印欧语词形引自Pokorny（1959）。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将埃及语/n/重构为“*l”，并且列举了其他亚非语言的大量例词，参见Orel and Stolbova（1995，xx，passim）以及Takács（1999，132）。和其他语言一样，它们之间的发音存在着明显的互换；但是，从埃卜拉语和阿卡德语等最古老的闪米特语言留下来的证据和与印欧语的类似性来看，最初的发音是/n/。

　　原始世界语词形*k（u）an（“狗”）可见于汉语中的quan（犬），它由古汉语*k’iwən演变而来。参见Karlgren（1964，§ 479）。关于原始印欧语词形[image: ]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两个词根*kan（§1425）和*kun（§1498），参见Orel and Stolbova（1995）。他们认为，它们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都是从假设的词根*küHen衍生而来。勒斯劳（Leslau）公布了一个来自东古拉格语济瓦伊（Zway）方言的词形gəni，但是认为它是一个库希特借用语，参见Leslau（1979，vol．3，286）。他否定了乌兰多尔夫（Ullendorf）将它和闪米特语kalb（“狗”）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参见Ullendorf（1950，343）。词尾-b通常被理解为一个表示动物的词缀。参见Diakonoff（1970，461 n．23）;Takács（1994，67）and Ehret（1995，18）。因此，乌兰多尔夫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

　　这种情况因该闪米特语词形与原始印欧语*kw［h］
 elp的同根性而变得复杂，后者可见于日耳曼语、英语“whelp”（小狗）；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474 §319）。迪亚克诺夫（Diakonoff）否定了他们提出的诺斯特拉语词根，不仅仅是因为他认为-b是一个词缀，并且也因为该闪米特语词汇没有唇软腭音kw
 ；参见Diakonoff（1995，221）。或许是如此，但是，该词根经常被发现带有中缀-u-。*kwelp能否是一个被借用到原始日耳曼语中的闪米特语借用语？即便如此，至少是在这种情况里，原始的亚非语词尾很显然发生了从n到l的转变，而非从l到n的转变。另见Sasse（1993）。


(37)
  Kerns，in Bomhard and Kerns（1994，153）.一些学者甚至将巴斯克语归入纳得内语中。


(38)
  T．Bynon（1983，278-80）and Mallory（1989，115，275）.


(39)
  这个例子除了许多其他人以外，还被格林伯格转引过，参见Greenberg（1972，194）。


(40)
  至于对这一原则持怀疑态度的观点，参见Grzymski（1980）。


(41)
  当然，可能这个时间之前，诺斯特拉语和其他语言家族就已经在非洲互相独立了。但是，除了诺斯特拉语之外，仅有非洲语系在非洲大陆有迹可循。


(42)
  Hodge（1981b，309）.考古学家Patrick Munson认为创造这一物质文化的族群说的可能是原始亚非语。参见Patrick Munson（1986，60-2）。关于批驳此观点的论证，见下文。


(43)
  Wendorf and Schild（1976b）;Hassan（1980，431-8）;and Clark（1980，555-6）.至于更为谨慎的观点，参见Phillipson（1993，98），该观点转引自Wendorf and Schild（1989）。


(44)
  关于这些考古发现，参见Phillipson（1993，102）。手推磨，可以追溯到距今2万年前，它们不一定只用于磨谷粒和块茎。也可能磨碎葬礼上使用的赭石颜料。岩盐也被放在石磨中磨细。有趣的是，诺斯特拉语词根*mul/mol（“磨碎”）与亚非语词根ml（ḥ）（“盐”）相似。根据埃赫雷特的观点，词缀-ḫ表示“重复或反复”。参见Ehret（2002b），另见Takács（1999，152）。


(45)
  霍奇强调这种工具的重要性，参见Hodge（1981b，309）。


(46)
  对于这一看法，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更多内容参见第八章注释8
 、36
 —37
 和第十六章注释62
 。


(47)
  Phillipson（1993，9，60-1 and 78）.菲利普森认为他们出现在距今7万年前的南非的霍伊逊（Howieson）山口。参见Phillipson（1993，65）。另见Ehret（2002a，23）。这一观点近来被精致的燧石和大约同时期同一海岸线布隆伯斯洞穴内的雕刻精美的骨头的发现所证实。Henshilwood et al.（2001）。


(48)
  Wendorf and Schild（1976b）;Hassan（1980，431-8）;Clark（1980，555-6）.关于更为谨慎的看法，参见Phillipson（1993，98），他转引自Wendorf and Schild，eds.（1989）。


(49)
  Dolgopolsky（1998，26）.


(50)
  Ibid,（1998，30）.原始诺斯特拉语中有表示“鞠躬”的词汇。


(51)
  赫尔曼·穆勒早已提出这些印欧语和闪米特语的共同词源，Hermann Möller（1911，76 and 163）。也请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219 n．24;502-4 n．351 and 637-9 n．518）。


(52)
  Hodge（1981b，309）.


(53)
  Whittle（1985，16-7）.


(54)
  Pearson（1983，120）.


(55)
  参见Kerns（1994，153），作者认为山区仅说纳得内语，解释了汉语是藏语扩张的结果。通过语言学证据，而非考古学证据，德利姆（Driem）将藏缅语族中的原始家园视为四川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中汉语也属于藏缅语族。参见Driem（2001，408-33）。但是，这个农业文化依赖种植粟（Sete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为生，并且这些似乎来自中国西北地区。Li（1983，30）和Chang（1983，68）。因此，这个新石器时期文化似乎源于这个地区使用细石器的采集者和收获者，几乎可以确定，这些族群使用的不是诺斯特拉语。


(56)
  Phillipson（1993，98）.


(57)
  著名的非洲考古学家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es），接受了这一原则，参见Brookes（2002）。不过，哈桑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Hassan（1980，433-4）。


(58)
  多尔戈波尔斯基（1998，19）使用“亚热带气候”这个术语，他后来（1999，43）又将此词换成“温暖的地中海气候”。热带动物的名称不能提供一个完全可信的导向，因为它们很容易调整自己以适应另一种生态圈；例如，埃及语db（“河马”）变成了迦南语doḇ（“熊”）。


(59)
  Bomhard and Kerns（1994，145-54）.克恩斯没有提供考古学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说。


(60)
  Bomhard and Kerns（1994，35，153）.


(61)
  Starostin（1990）.以上提到词源统计分析法的不确定性。进而言之，斯塔罗斯京没有详述他是否使用碳14衰变测定的年代。我假设他没有使用测定年代，并且将他提出的年代向前推进了1000年。


(62)
  Hassan（1980，437）.


(63)
  Ehret（2002a，38）.


(64)
  Mellaart（1975，22）and Blench（1999c，6）.


(65)
  Angel（1983）.


(66)
  参见Trigger（1980）和Renfrew（1972，xxv）。


(67)
  Childe（1980）.


(68)
  关于此论证更多的内容，参见第一卷第71—73页。


(69)
  相关例子，参见Bernal（1988）。


(70)
  Renfrew and Nettle，eds.（1999）and Renfrew，McMahon and Trask（2000）.


(71)
  Barbujani and Sokal（1990）.对这一参考材料，我要感谢杰出的微生物学家赛勒斯·乔西亚。


(72)
  Cavalli-Svorza et al.（1988，6005）.


(73)
  Ruhlen（1987，161-2）and Bellwood（1991，92）.


(74)
  Angel（1972 and 1983）.


(75)
  参见Dolgopolsky（1987）。


(76)
  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73
 —124
 。



第三章　亚非语系、埃及语族和闪米特语族


 非洲诸语言的起源和非洲农业的发展

在探讨亚非语系出现和扩散之前，我想将非洲的语言和农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谈一谈。如上一章所谈到的那样。约瑟夫·格林伯格通常采用大量词汇比较的方法。他的词汇表在基本元素、性质和过程上大体与斯沃德什的词汇表相当，从数百种语言和方言中选出。这一技术引起了更为保守的语言学家们的猜疑和敌视，他们按照惯例倾向于对语言进行两两对比研究，或者最好考查形态上的类似性。如我在第一章中论证的那样，尽管形态上的类似性更适合于词汇的类似性，如果人们能够找到它们的话，但它们罕见于亲缘关系远的语言之间。
(1)



利用大量词汇比较的方法，格林伯格根据所有能够分类的非洲语言家族构建了一个系统，将它们分为四大语系：科伊桑语、尼罗—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亚非语。

如今，科伊桑语系集中在西南非沙漠和丛林地带，但是生活在坦桑尼亚以南的东非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中的边缘居民，可能也讲科伊桑语。尽管只有极少的人口使用，但是这些语言具有极多的分类，并且被广泛地认为仅靠使用那些著名的咔嚓音联结在一起。实际上，它们没有通用的词语表或词汇项。
(2)



其多样性表明，这一语系在现在仍然使用的地区已经存在了极为久远的时间。它的分布情况和科伊桑语族群目前的居住情况，强烈地表明他们对非洲农业的发展没有做任何贡献。科伊桑语在东非和南非等广大区域也极有可能曾经被使用过，但这些地区后来被操其他语言的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占据。

最著名的尼罗—撒哈拉语族群是苏丹南部的努尔人和希鲁克人以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洛人和马赛人。讲这些语言的许多族群和特别的体质特征联系在一起。他们往往体形瘦高，肤色极黑。这些语言和今天苏丹北部和埃及最南端的尼罗河流域使用的努比亚语近似。然而，其他许多不太亲近的尼罗—撒哈拉语在从尼日尔河上游到撒哈拉沙漠东部一带被相对小却分布广泛的族群使用。如上所述，这个语系甚至能够和印度的达罗毗荼语联结在一起。它们分布广泛，并且极具多样性，这表明尼罗—撒哈拉语也极为古老。尽管大部分尼罗—撒哈拉语族群如今仍然是游牧者或者农耕者，但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是第一批成为狩猎者和采集者的族群。尼罗—撒哈拉语似乎最初在撒哈拉沙漠、萨赫勒沙漠草原及其以南地区使用过。尼罗—撒哈拉语系中不同分支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极为不同语言家族树状图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它们分别是研究这一语系的领军学者莱昂内尔·本德（Lionel Bender）和研究其他非洲语系的领军学者克里斯多夫·埃赫雷特（Christopher Ehret）绘制的。
(3)



尼日尔—刚果语系囊括了非洲西部大部分语言以及庞大的班图语族，班图语族几乎在整个非洲中部和南部使用。
(4)

 它的成功似乎与起源于萨赫勒地区农业的扩散联系在了一起。近来，一些非洲语言学专家开始“使”格林伯格的观点“过度肿胀”（“outlump”），他们如今将尼日尔—刚果语仅仅视为尼罗—撒哈拉语的一个分支，或者将它们作为一个宏大语系，称为刚果—撒哈拉语或尼日尔—撒哈拉语。
(5)

 语言学家兼农业专家罗杰·布伦奇是尼日尔—撒哈拉语支持者，他也指出非洲巨大的遗传多样性和表型多样性之间的不一致性令人感兴趣，并且格林伯格的语言分类相对简单。因此，布伦奇并未惊讶于发现“剩余”语言或前尼日尔—撒哈拉语在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的痕迹。
(6)



尼日尔—撒哈拉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规模扩散并且它的成功不可能有农业的贡献，那么这个语系的原始家园定位于非洲北部和中北部要比定位到其他地方更准确。但是，尼日尔—刚果语“子分支”的扩散可能与诸如小米和高粱的种植等非洲农业的发展有关，并且也与它们在冰川期结束后扩散进得到良好灌溉的撒哈拉有关。利用语言多样性原则，按照惯例，尼日尔—刚果语的起源地被确定在萨赫勒草原西端、尼日尔河源头的某个地区。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假设，苏丹中西部的努巴语族群或科尔多凡山民是从西方迁居而来的。
(7)

 罗格·布伦奇不同意这种观点，并根据语言学知识进行论证。首先，他认为与尼日尔—刚果语亲缘关系最近的尼罗—撒哈拉语是中苏丹语，如今在乍得和苏丹西部地区使用。其次，遵照格林伯格的观点，他认为科尔多凡语与其他的尼日尔—刚果语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所以它最先从该语系分离出来。因此，他提出，苏丹西部是尼日尔—刚果语的原始家园。在这种情况下，该语系的起源地区似乎与亚非语系的起源地相对接近，或许与尼罗—撒哈拉语系的也是如此。
(8)




 亚欧语系的起源和扩散

古气候和考古学

在探讨亚非语系的起源及其扩散的语言学论证之前，我将考查一下古气候和考古学背景。如上所探讨，强调语言和物质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危险的；不过，在缺乏历史信息或准确的语言信息的情况下，它们也是有必要的。

当观察急速的语言“爆炸”时，历史学家们会正确地寻找特殊原因。例如，班图语的扩散，看似和森林边缘农业的传入和铁器的使用有联系，它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生态位。
(9)

 在距今12千纪前后，一个来自自然原因的类似机会在非洲北部出现，为亚非语的“爆炸”设定了语言学根据。

冰川期的结束和农业革命

当前关于农业起源的传统观点如下：上一个冰川期在大约12000年前结束。它的结束对世界气候造成了两个主要影响：首先是全球气候变暖，它正在引起今天的关注；其次是降雨量的总体提高，虽然不是普遍提高，因为极地冰川和其他冰原萎缩释放出来融化的雪水。在新的气候里，引人注目的是，距今12000至6000年间，植物种植在多个不同的地区开始进行：西南亚和东南亚、中国、巴布亚、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横贯北非的带状地区。一些动物也在其中的多个地区中被驯化。对于前一个冰川期的结束，我们没有足够的了解；大概是，在这个时期，气候以其最佳的方式急速变暖，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智人在多个大陆出现，显然成为农业发展中的关键因素。

尼罗河流域存在着一个极为早期的原始农业（在前一章中已经探讨）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南亚和北非明显是最早完成农业革命的地区。

在西南亚和下埃及，农业的基础是小麦和大麦，它们的野生品种至今仍然在西南亚的丘陵地带生长。由于这个原因，该地区被假定为最早种植这些农作物的地区。它们被认为是从这里传播到尼罗河流域的。不过，埃塞俄比亚的大麦种植甚至可能会出现得更早。尽管野生大麦也在埃塞俄比亚不见踪影，但是这个国家种植的家种大麦种类远远多于西南亚。
(10)



最先培育出一种农作物的地区，今天会种植该作物的最多种类；根据这一普遍原则，一些植物学家提出，埃塞俄比亚先于西南亚种植大麦。亚洲的野生大麦可以被解释为家种大麦的“遗漏”品种。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西南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大麦都来自尼罗河中游地区收割的并且有可能是更早种植的大麦（见前一章）。高粱、小米和其他农作物也在埃塞俄比亚更温暖的地区种植，可能早至公元前7千纪，尽管其中的大部分种类在非洲的其他地区变成了家种的。
(11)



在这个温暖湿润的时期，雨林地区过去曾经（现在仍然）向今天的稀树大草原地区扩张，今天的萨赫勒当时是稀树大草原。撒哈拉大沙漠缩减为今天的一半面积，并且被“撒哈拉富饶的新月地带”分为两部分，该地带从苏丹尼罗河流域延伸至马格里布（Maghreb）。
(12)

 “地中海”森林生长在Tibestsi和霍加尔的高地地带，从它们那里开始，流淌着一个河网，连接着尼日尔河和乍得湖，后者面积是今天的两倍。非洲东部的所有湖泊似乎都和尼罗河连接。
(13)



茂密森林植被的扩张致使狩猎活动变得更加困难。因此，那些稀树大草原上的狩猎—采集（以及种植？）族群被驱赶和引导进了撒哈拉。然而，新的生态龛位是如此之大，以至超过了他们失去的那个，大量的新来者似乎被原住的尼罗—撒哈拉语族群驱赶到了偏远地区，他们中一些人在数千年之后仍然生活在那里。
(14)

 来自人类体格学的证据表明，在这个“昌盛”时代早期，即距今10至6千纪，人类主要是“尼格罗人种”。但是，尽管这一观点显然得到了早期前畜牧岩壁画的证实，自所谓的博维迪安人（Bowidian）时代之后的晚近绘画却表明人类更加混合，尽管“尼格罗人种”仍然处于主要地位。
(15)



中石器时代的喀土穆或“早期喀土穆”

20世纪40年代，考古学家出土了一个来自该类型地点的普通物质文化，它以中石器时代的喀土穆或“早期喀土穆”而闻名。
(16)

 关于这一文化距今10至7千纪的材料，在超过40个地点发现，遍及从肯尼亚中部到苏丹东部并向西远至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等广大地区。
(17)

 正如地图1所显示的那样，它的生态带非常清楚，只有一个例外情况。所有的地点都位于今天苏丹林地和无树干草原地区的北部和东部。这个地区在当时显然是热带雨林地区。位于今天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点当时可能位于萨赫勒干草原和稀疏林地地带。所有地点都位于当时的湖泊或河流附近。

这个文化的典型实物是骨制鱼叉头，其中的大部分一侧带有倒钩刺，即单列倒钩刺；陶罐饰有波浪线条，晚期的则饰有带点的波浪线条。这些本地发明可以在距今9000年以前得到证实，早于西南亚对陶器的使用。
(18)

 在撒哈拉，陶器可能是模仿天然的液体容器如鸵鸟蛋和葫芦烧制而成。该文化似乎发展出了黏土筐内胆，以防种子从网孔中漏掉。像这样的器皿在今天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地区仍然使用。
(19)



许多学者将这些实物视为单一文化扩散的明显象征。
(20)

 不过，杰出的埃及史前历史学家大卫·菲利普森（David Phillipson）主张，尽管鱼叉头和波浪纹陶器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但是“琢石工艺显示出了相当大的多样性”，它们可能是在更早的本地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1)

 同样杰出的考古学家阿里森·布鲁克斯主张，考虑到地质差异，这些覆盖区域广阔的石器文化不可能是同类文化。
(22)

 然而，波浪纹陶器和单列鱼叉的一致性，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将这个物质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是正确的。

发现地点接近曾经的湖泊或河道以及鱼叉的出现，两者都表明这个社会是“水生的”，即基于丰富的鱼类、龟类、虾蟹和其他水生动物建立的。在这种背景下，罗格·布伦奇证明存在着一个表示其中大部分生物的通用词汇表，其中一个词语适用于许多非洲语言家族。
(23)

 研究撒哈拉的考古学家兼地理学家G.坎普斯（G．Camps），主张相同的地点出现陶器说明当地处于农业社会早期。他论证，虽然在一些发掘的农业居住点没有发现陶器，但是“否定它的观点也没有得到清楚的证明”
(24)

 。从类型学上来看，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日本的绳文（Jômon）陶器大致与中石器时代的喀土穆处于同一时期，它们是由不以海产品为生的族群制造的，并且完全没有农业。所以，陶器所能表示的是一个地点存在着居民点而已。游牧民族不可能使用陶器，因为它们易碎，不适合旅行。全新纪的撒哈拉存在着丰富的水生生物，允许密集的居民点存在。使用多种鱼叉捕猎河马使定居者们的谋生方式扩大化，这种狩猎习惯生活在尼日尔河上游的桑海人和以东数千英里之外图尔卡纳湖畔的埃尔墨鲁人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沿袭着。卡普斯似乎可信地论证关于撒哈拉存在农业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当地居民点日益增加的磨石和研杵或研磨机，还因为存在着他视为人工培育的珍珠粟（Pennisetum glaucum）的残留物的存在，该残留物是在他确定为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一片地层上找到的。
(25)

 《剑桥非洲史》相关内容的编纂者J.德斯蒙德·克拉克明显不同意卡普斯的结论，并插入了一个颠覆性的脚注质疑它。不过，后来在埃及西部沙漠绿洲中的发现，倾向于证实卡普斯珍珠粟种植的早期年代。
(26)



这一撒哈拉物质文化的相对一致性（菲利普森不同意这个观点）和它大约始于距今10千纪，都已确定。但仍有两个主要问题待解决：该文化起源于何地？是否存在着任何迹象表明它的定居者说的是哪一种或哪几种语言？

大卫·菲利普森论证：“这些撒哈拉工艺之间的类似程度和来自突尼斯南部大体上处于同时代的物品，使认为撒哈拉最初的再移民可能从北方开始的观点获得支撑。”
(27)

 可能来自各个方向的族群都参加了这次撒哈拉抢占运动。不过，菲利普森认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来自北方的观点是难以置信的。他的谨慎和词语“大体上”的使用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卡普斯论证卡普萨的新石器文化发生较晚，但在物质上比滨海的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南方的撒哈拉—苏丹新石器文化都要穷困。卡普斯此前声明：“准确确定这两个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边界线，变得日益困难。”
(28)



这一撒哈拉文化不太可能只沿着尼罗河发展。的确，波浪纹陶器与前一个苏丹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文化在时间上重合。此外，最近在霍斯赫
*

 发现的设计，可能是捕鱼陷阱的设计，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
(29)

 不过，如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尼罗河中游和下游的居民在冰川期达到顶峰之后在全新纪极有可能激烈地缩减。卡普斯指出：“在我们关注的这个时代（自距今10千纪前以后），这些尼罗河地区在任何方面都不比加扎勒河（苏丹西南部）或者提尼里（尼日尔北部）的撒哈拉地区更具有优势。”
(30)

 他提出，这个撒哈拉文化来自西方。不少来自撒哈拉南部的器物通过碳年代测定可以追溯到距今10千纪，似乎稍早于在喀土穆附近发现的陶器的所确定的年代。
(31)



如果最早的陶器在非洲——或者就这个问题而言，在西方世界——有一个发源地的话，没有比确定在撒哈拉南部更精确了；因为，撒哈拉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原型暗示了一个东南地区的起源。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南地区先例的存在是因为在苏丹—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发现了单列鱼叉。在刚果—乌干达边界上的爱德华湖附近的伊桑戈发现的鱼叉显示，存在着一个可能的先例。
(32)

 先前对这些发现物的年代久远的质疑如今已经平息，并且最早的地层出土的骨制鱼叉明显是两万多年前的物品。
(33)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距下游七公里的卡坦达发现的鱼叉，它们的年代是距今九万年。
(34)



正如它的发掘者约翰·耶伦（John Yellen）所指出的那样，七万年的间隔使这个文化成为目前为止经证实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无石器物质文化。
(35)

 这一年代早期使用的鱼叉是由欧洲的马格达林文化传入的，它被证实的最早年代为距今两万年。
(36)



在伊桑戈更早的地层出土的鱼叉，两侧都带有倒钩刺，它们显然是由箭头演变而来。槽口系线的鱼叉是后来出现的，单侧倒刺的鱼叉则是更晚出现的。不知道卡坦达年代的普利普森，写道：

伊桑戈，东非最南方的鱼叉发现地，也是最为古老的发现地。它和图尔卡纳湖畔的一些地点表明，这一改进在本土制陶业开始之前有重要的发展。当陶器出现时，它的最早的东非证据显示与那些苏丹尼罗河流域的陶器具有强烈的类似性。
(37)



随着全新纪的到来，这些单侧倒钩鱼叉在整个非洲传播开来。从喀拉哈里大沙漠到摩洛哥都有发现。
(38)



如前一章所述，某些尼罗河流域文化使用的细石器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17000年前。不过，撒哈拉的细石器不太可能是从这些地方传入的，即便该文化生产出来的早期喀土穆波浪纹陶罐与晚期尼罗河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文化在时间上重合。如地理—考古学家卡尔·布策尔指出的那样：“这些石器有明显的差异，并且是外部传入的。”
(39)

 从何处传入？就东南地区而言，该石器形式的一部分与更古老的石器制造点在许多地方持续了更为长久的时间。不过，有趣的是，在刚果东北部距离伊桑戈不到200公里的马图皮洞穴，一个细石器制造点至少在3万年前已经活跃。伊桑戈本身，像这一地区的其他许多地点一样，表明不存在这种先进制造技术的任何迹象。
(40)

 关于非洲西部地区的石器加工情况的信息既稀少，又不可信。普利普森论证：“非洲西部的细石器工艺至少开始于12000年前。”
(41)

 因此，尽管鱼叉明显可能来自东南地区，但是全新纪撒哈拉文化的细石器工具可能来自先前沙漠以南的任何地方。陶器和农业的情况也是一样。
(42)



传播最广泛的撒哈拉石器被称为提尼里石器。这些优美的细石器制品是以其发现地尼日尔北部的提尼里沙漠而得名。不过，发现位置靠近其西部边陲。这一制造工艺向东传播2000公里，直至喀土穆之外的白尼罗河。
(43)

 该文化最初主要依靠水产品和碾磨禾本植物为生。在距今八千纪以前，动物被驯化：有来自西南亚的绵羊和山羊，还有本地已经被驯化的牛。
(44)

 所谓的博维迪安文化中发现的骨骼和美妙的岩壁画证实了这些动物的存在。这些壁画描绘了双色牛——刻意培育的结果——和挤奶工作。如用一根绳子拴住一排小牛犊的一条腿这样的风俗也出现在了壁画上，这些风俗在后来的埃及人那里仍然保留。就此而言，卡普斯强调了提尼里石器和埃及精美的几何形燧石工具之间明显的类似性，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两种器物之间的类似性也在艺术领域内被发现。”
(45)



西部沙漠

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埃及的西部沙漠，即撒哈拉最东端地区。相对于尼罗河流域本身，沿着绿洲带到尼罗河西部，从纳布塔沙漠盆地（Nabta Playa）向南至法尤姆，向北至盖塔拉（Qattara）出现过着更大的活动足迹。在距今七千纪，地中海数百年的雨水流淌到了该地带的北半部地区。不过，该地带不是撒哈拉中部灌溉良好的“乐土”。弗雷德·文多夫和费赫瑞·哈桑对它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描述：“植物最可能是细长的，集中在季节性湖泊周围。它是一个干燥而又宽广的沙漠草原，长着野生、多刺疏林，偶尔也长一些刺槐和柽柳。”
(46)



在文化上，该地区是一个联系地带。古老的中尼罗河工具制造传统明显在那里继续存在。同时，一个单侧倒钩鱼叉和一些波浪纹陶器也在那里被发现，虽然后者的发展受到了鸵鸟蛋壳丰度的抑制，但在许多居民点仍有大量鸵鸟蛋壳的遗迹。
(47)

 高粱可能已经被家种，至少在向北远至法拉弗拉的地区被食用。驯化的牛的骨骼在纳布塔沙漠盆地被发现。所有这些证据都证明与西南地区存在着交往。另一方面，法拉弗拉在距今八千纪已经饲养绵羊而非牛类，这一事实证明存在着来自西南亚的影响。
(48)



全新纪的撒哈拉诸语言

撒哈拉文明族群使用哪一种或哪几种语言？在25年前，考古学家约翰·萨顿提出，该语言是尼罗—撒哈拉语。他采用四个论据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一，这一水生文化的物质残留物与尼罗—撒哈拉语目前的分布在地理上具有一致性；第二，这一水生文化族群和尼罗—撒哈拉语族群都被确认为“尼格罗种族”；第三，事实表明，今天的许多尼罗—撒哈拉语族群是渔民；第四，库希特语中针对鱼的禁忌证明了牧牛的库希特语族群和捕鱼的“尼格罗”族群之间的一个区别。
(49)



萨顿的假设包含的恰恰是非洲史前史所需要的那种大胆思考，任何一个采用具有说服力的似乎可信性而非确定性来处理的领域都需要这种大胆思考，但它不能被过分地强调。尽管遭到其他学者吹毛求疵的批判，他还是证明了在距今10千纪前存在着一个水生文明。
(50)

 萨顿的语言学结论远远不及他的史前史假设更具确定性。首先，格林伯格关于超级语言家族尼罗—撒哈拉语的观点并未被所有学者接受。
(51)

 其次，即便它被接受了，但是这一超级语言家族内部的极大多样性也表明它在距今10000年以前已经解体。

尼罗—撒哈拉语的当前分布和这一水生文明的存在区域重合。然而，它们的一致性远非萨顿所说的那样清楚明确。他的最好例证是尼日尔河上游的桑海文明，桑海人讲尼罗—撒哈拉语，并且仍然按照撒哈拉文明的方式用鱼叉捕猎河马。
(52)

 萨顿本人也承认，是乍得语（属于亚非语系）族群在乍得湖那里捕鱼为生；并且，他在一个脚注里进一步承认，两个水生文明区域，似乎最适合讲流利的尼罗—撒哈拉语言，所以尼罗—撒哈拉语族群是在一个非常晚近的时期达到那里的。
(53)

 他的观点也适用于另一个地区，即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周边地区，那里出土了波浪纹陶器和单侧带刺鱼叉。
(54)

 那里的埃尔墨鲁族群生活在湖中的小岛上，按照传统方式捕鱼和猎取河马，并且讲的图尔卡纳语是尼罗—撒哈拉语的一种。
(55)

 然而，他们的现存记忆表明，这些族群的语言发生过从库希特语到尼罗—撒哈拉语的转变。
(56)

 总而言之，东部尼罗—撒哈拉语族群作为牧牛者和高粱种植者到达这个地区，发生在最后的三千年或四千年里。
(57)



学界也普遍同意，东苏丹河的努比亚语在尼罗河第五瀑布和第一瀑布之间使用，它来自西部。萨顿论证，这里的族群晚于其他努比亚语族群到达这里，这些努比亚语族群的一部分使用麦罗埃语；麦罗埃语已是死语言，它被活跃于第五瀑布上方的麦罗埃周围地区的埃及化文明使用，麦罗埃是该文明的都城。
(58)

 在反复尝试之后，学者们仍然未能将麦罗埃语和尼罗—撒哈拉语联结在一起。
(59)

 因此，我可以肯定，生活在尼罗河上游周围地区的众多的不同语言族群中，有一支讲的是贝沙语（属于亚非语系）。
(60)



并且，在与水有关的词语中，只有两个即“鱼”和“河马”（可能）追溯到原始尼罗—撒哈拉语那里。
(61)

 其他一些词语，如船、渔网、鱼钩、骨叉、弓和罐，迄今仍未被发现。

喀土穆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似乎是喀土穆中石器文化族群的直接后代。
(62)

 努比亚史和史前史专家威廉·亚当斯写道：“中石器时代的喀土穆具有一种独特的非洲特性而非近东特性。”所以，他论证这些中石器族群很可能是当前说尼罗—撒哈拉语的努比亚人的祖先。
(63)

 如我所论证的那样，原始亚非语族群也是“非洲人”，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亚非语的起源和撒哈拉水生文明

如果表示撒哈拉水生文明元素的尼罗—撒哈拉语通用词根极少存在，那么许多与该文明有关的词语会出现在原始亚非语中。其中最重要的是qs（“骨头”），它在柏柏尔语、乍得语、低地东库希特语甚至奥摩语中找到。
(64)

 对qs也是闪米特语的证明存在着争议，但是大量与这个词根有词义上关联的三字母结构，使得这种认证极有可能。Qrsl/n（“小骨头”）出现在阿卡德语和迦南语中，并且也带一个词首k-出现在阿拉伯语中。
(65)

 Qss在阿拉伯语中是“吸（骨）髓”。撒哈拉文明中的单侧带刺鱼叉是由骨头制成的。就此而言，埃及语“骨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汇，因为它在象形文字中的义符[image: ]
 （T19）给出了一个“单侧带刺鱼叉”的精确图像。这一图像的核心意义被w‛（“一”）的图形通过[image: ]
 （T21）（“单侧带刺鱼叉”）以及sn（“二”）通过[image: ]
 （T22）（“双锋箭头”）证明。
(66)

 三字母结构也反映了“骨叉”的另一个方面。埃及语中存在着词语qзs（“强弓、给弓上弦、捆”）。匈牙利的古埃及语词典编纂学者加博·塔卡克斯认为，这个词形换位后，和闪米特语qsr（“捆、强迫”）成为同源词。
(67)



另一个三字母结构qws，与qys（“弓、箭”）是交替词，被发现存在于闪米特语、乍得语和南库希特语中。
(68)

 ϒ/nqš，词义为“捕野禽者”或“诱捕”，也出现在乌加里特语和希伯来语中。出现在《约伯记》中的一个衍生词“môqeš”给翻译者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在描写与巨兽—鳄鱼（或河马）进行搏斗时，môqēšîm（复数形式）被用作刺入它的鼻子。注释者马文·蒲柏感到疑惑：“动词‘刺入’不适合诱捕或设陷阱的行为”。随后，他引用了众多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文字。
(69)

 参考下面对尼日尔河上传统的捕猎河马的描写，这个问题就能够被解决：“有时候，上百个捕猎者带着鱼叉追捕动物。野兽就会被绳索和植物缠住，最后倒下。”
(70)

 与之明显相关的词根√qos（“击打、刺入”）和√kos（“刺入、切割”）出现在大部分乍得语分支中和其他亚非语中。
(71)



词根√ḥr（“网、陷阱、俘获”）

词根√ḥr（“网、陷阱、俘获”）广泛地出现在埃及语、乍得语和闪米特语中。埃及语三字母结构有ḥзm（“捕鱼”）、ḥзd（“捕鱼陷阱”）、ḥзq（“夺取、俘获”）、ḥзti（“精美的亚麻布、阴暗”）、ḥзyt（“绷带”）。豪萨语中有hard［“使陷入（网）”］和harg（“系紧、使卷入”或“小鱼叉”）。闪米特语中的有ḥrm（“用网捕、捕鱼”）、ḥrz（“捆在一起”）、ḥrg（“被捆住”）、ḥrs（“使缠于”）。
(72)



词根*db（“河马”）

俄国的亚非语词典编纂学家弗拉基米尔·E.奥廖尔（Vladimir E．Orel）和奥尔加·E.斯托尔博娃（Olga V．Stolbova），基于对闪米特语词根√dabb/dubb（“熊”）的描述，将亚非语词根√dab解释为“大动物”。
(73)

 似乎首先从埃及语db（“河马”）开始更为合理。优先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是，阿拉伯语使用词根√dabb表示“爬行、爬”。更重要的是，另一个亚非语词根√dab（“踏平”），可见于闪米特语和西乍得语。
(74)

 这个词汇完全适合河马，它们夜晚喂食期间会踏平它们池塘周围数百英尺的土地。豪萨语中表示河马的词语是dorina。不过，亚非语词根daba（“收集、作为狩猎者包围”）保留在了该语言中。然后是dabilbila（“彻底踏平”）。词根√dbl也可以解释为词根√dbn，在埃及语中为dbn（“在一个地方到处走、包围”）。塔卡克斯认为dbn和闪米特语词根√dabl或√dibl（“圆形的”）有亲缘关系。
(75)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认为词根√dabin的含义是“包围”。
(76)

 因此，原始亚非语显然有一个通用词语表示河马和对河马的捕猎，二者都是水生文明的核心要素。

植物的收获和种植？

该证据牢固地表明，原始亚非语系有一个通用的词汇表适合于水生文明。如果我们牢记卡普斯关于撒哈拉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难以区分的警告，那么可能会找到一些表示新石器文化的通用词根。
(77)

 尼罗—撒哈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通用农业词汇，表示“田地”“牧群”“奶牛”“山羊”等。不过，布伦奇和埃赫雷特分别论证了它们的分布表明它们最初来自亚非语系。
(78)

 的确，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列出了大量表示驯化动物和植物以及关于它们的收集和收获的亚非语共用词汇，这些词汇可以在他们编纂的《含米特—闪米特语词源词典》中找到。
(79)

 其中的一些词汇或许不能表明原始亚非语族群生活在一个新石器社会，因为这些词汇可能由野生植物的名字演化而来。尽管如此，不太可能所有的共用词汇都通过这种方式被全部排除。这个超级语系的不同分支更不可能具有借用词，来表示挖掘和种植这些独立于前农业的概念。下面的一些例子来自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的词典：§ 2377，*tat-（“播种、种植”），存在于中乍得语和南库希特语；§ 1106，*‛og（“挖掘，砍切，锄”），见于埃及语和东乍得语；§ 1365，*hubV（“锄、耕”），见于闪米特语、埃及语和西乍得语；§ 1738/9，*mar（“锄”），见于闪米特语、埃及语、乍得语和高地东库希特语；§ 2177，*sak（“锄”），见于西乍得语、埃及语、柏柏尔语、闪米特语；§ 566，*cud/ca>
 ad（“耙”），见于乍得语、埃及语、闪米特语。因此，似乎亚非语系带着水生文明扩散，随后或很快便带着畜牧文化和农业文化扩散开来。

非洲的亚非语

“亚非语”这个名称来自这个语系中的语言在亚非两地都使用。“非—”在“—亚”前，因为它的八个语族中的七个，即乍得语、南库希特语、中库希特语、东库希特语、贝沙语、柏柏尔语和古埃及语都只在非洲使用或曾经使用，剩余的一个语族闪米特语在两个大陆都使用。
(80)

 这一比例却被一个事实掩盖。传统上使用亚非语的地区，亚非语系最著名的语族闪米特语和来自亚洲的闪米特语阿拉伯语，今天在其中超过90%的区域内成为母语或者在文化上处于支配地位。存在着许多关于亚非语系原始家园的假设，并且其中大部分假设毫不意外地将它们确定在非洲，尽管更具体的位置仍然存在着争论。在述及这些争论之前，有必要先公开探讨现代的继承者，即来自亚洲的语言家族。从这些理论得出了超级语言家族的第一个名字，即闪米特—含米特语。

米利塔雷夫和亚非语系起源理论（地图3a）

我相信，关于亚非语系起源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个因素，引导许多学者如著名的俄国学者A.于·米利塔雷夫和V．A.施尼雷尔曼，提出亚非语系是作为纳图夫物质文化的对应语言起源的；前一章提到，纳图夫文化公元前11千纪出现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81)

 米利塔雷夫的观点得到西南亚农作物和北非牲畜的例子的支撑，并且也得到黎凡特相对靠近其他诺斯特拉语言家族的原始故乡这一事实的支撑。

然而，这一观点有四个难点。第一，如我上文的论证，西南亚不是该区域整个农业的唯一发源地。第二，这一假设不能解释非洲的那些亚非语族之间的深刻差异以及这些语族内部各语言之间极大的多样性。布伦奇指出，西南亚的亚非语系总体上“极具多样性”，表明了后来的发展。
(82)

 第三，亚非语系的亚洲起源未能解决奥摩语的定位问题，奥摩语如今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使用。奥摩语被广泛认为是最早从这一超级语言家族中分离出来的分支。
(83)

 第四，这一起源很难解释亚非语系和许多科伊桑语公有的核心特征：二元性别—词性，这一特征未见于诺斯特拉语系和其他非洲语言。
(84)



尽管如此，米利塔雷夫和施尼雷尔曼从遗传学层面获得了路易吉·哈瓦利—斯沃尔扎和他的同事们的支持，他们解释西南亚和北非人口之间的类似性是人口从亚洲向非洲回流的结果。
(85)

 肖马卡·凯塔对此进行批驳，他论证这一运动实际上是按照相反方向进行的；换言之，亚洲人和欧洲人在遗传学上类似于东非人和北非人，是因为他们源自非洲大陆的这些地区。
(86)

 并且，不仅新近的著作提供了科伊桑人存在于埃塞俄比亚的骨骼证据，并且一些研究证明科伊桑人和埃塞俄比亚中部的奥罗摩语和阿姆哈拉语族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语系关系。作者们提出，非洲人口不断地从大陆南部向东部迁徙。
(87)

 不过，正如人类学家丹尼尔·麦考尔（Daniel McCall）论证的那样，至少在亚非语系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应该提防将古代遗传学和一个较为晚近的语言联系在一起。
(88)



诸非洲起源

关于亚非语系起源定位问题的其他所有主要假设都将它定位在非洲。问题是它应该在这个大陆的哪个位置，它受到许多学者的影响，他们在北方亚非语（柏柏尔语、埃及语和有许多三辅音词根的闪米特语）和南方亚非语（南库希特语、东库希特语、中库希特语、贝沙语、仅带有少量这类词根的乍得语和奥摩语）之间做一个基础区分。




迪亚克诺夫（地图3b）
 。俄国语言学家、历史学家I．M.迪亚克诺夫，取得过其他许多成就，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研究亚非语系，成为亚非语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亚非语的原始家园选择在了撒哈拉。
(89)

 迪亚克诺夫提出，在不晚于公元前6千纪时亚非语系分裂为南北方分支。
(90)

 北方分支停留在沙漠里，并且发展出了三辅音体系；南方分支则撒哈拉以南迁徙，保留了最初的双辅音体系。南方分支分为西部的乍得语和东部的库希特语分支。这一构想要求，在北部分支中，埃及语已与柏柏尔语和闪米特语分离。当后两者分裂时，闪米特语穿越尼罗河三角洲，抵达了西南亚。
(91)



这个全新纪撒哈拉起源的观点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那些与水生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原始亚非语词语和上文提到的词语。即便如此，抛开影响着黎凡特假设的相同难题，迪亚克诺夫的构想中还存在另外三个问题。其一，怎样解释埃及语和乍得语之间专门词汇的类似性？其二，在从东向西扩散时，乍得语变得更具有一致性。
(92)

 这表明存这一个扩散进程不是从北到南进行的。其三，尼罗—撒哈拉语族群明显在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生活了千万年，这些地区没有受到全新纪气候改善的影响。其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生活在那里。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地图3c）
 。亚非语词典编纂学者弗拉基米尔·奥廖尔和奥尔加·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构想。他们认为应该按照两个语丛进行基本划分。首先是“库希特奥摩语”和其他语言的划分。库希特奥摩语包括所有库希特语族和奥摩语族。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认为这一语丛不是遗传学上的，而是一个古代地区语言联合体（Sprachbund）。其次是乍得语和埃及语与柏柏尔语和闪米特语之间的划分。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双辅音体系和三辅音体系之间的差别毫无价值。
(93)






埃赫雷特（地图3d）
 。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克里斯多夫·埃赫雷特认为，亚非语系族群的原始家园位于厄立特里亚至埃及南部的红海沿岸地区。
(94)

 他想象，第一次出现分支是奥摩语与其余语言的分离，他称这些语言为红海语（Erythraic）。然后，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南北划分。然而，他不严格地将三辅音体系和双辅音体系对立起来；因为他认为，在乍得语族群从马格里布向南穿越撒哈拉沙漠时，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使用的是双辅音词根。
(95)

 这一假设的学术理由，是他认为乍得语、古埃及语和柏柏尔语之间存在着频繁的类似词汇。（我将在下文探讨第一个问题。）反对埃赫雷特上述假设的官司，乍得语族群的迁徙路线明显是自东向西而非自北向南。此外，尽管贝沙语和闪米特语这两大亚非语族在埃赫雷特认为的原始家园地区使用了很长时间，但这个地区并不是亚非语族或语言最具多样性的地区。




布伦奇（地图3e）
 。另外一个观点是农业学家、语言学家罗格·布伦奇提出的。他也相信南北亚非语系之间差异的重要性，并且描绘了一个不同的图景。他提出，原始家园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奥摩河流域。停留在该流域的族群成为奥摩语族群。在这一区分之后，布伦奇进一步做出北方亚非语和南方亚非语的区分。他相信，北方亚非语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然后向东分流形成闪米特语，向西分流形成柏柏尔语。他将这支闪米特语族群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纳图夫物质文化联系在一起，把柏柏尔语和卡普萨的前农业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卡普萨文化似乎是从纳图夫文化传入的。
(96)

 因此，他将面对质疑，为什么柏柏尔语这么如此古老（出现在距今7000年前后）并且在一个如此广泛的地区使用过，它的多样性相对却如此地少。他的回答是，带着“一个移植的辅音形式”，柏柏尔语或许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语言学家罗伯特·迪克逊将该术语用于描绘大部分澳大利亚语的相对一致性。
(97)



根据布伦奇的说法，埃及语族群停留在了尼罗河畔和撒哈拉沙漠东部，该地区的语言深受乍得语的影响。乍得语族群在一个较晚的时期即距今4000年前后从原始家园向正东方向迁徙。
(98)

 另外的南方亚非语系向东迁徙，分裂为贝沙语和库希特语的东、中、南三支。
(99)

 该假设避开了米利塔雷夫和迪亚克诺夫观点所要求的大量人口和文化的转移；并且，相较于埃赫雷特而言，布伦奇提出了对乍得语分布的一个看上去更为真实的解释。他也避免对乍得—埃及语和乍得—柏柏尔语的关系做出遗传学解释，而是论证这些大量的类似词汇是后来语言借用导致的结果。然而，如果乍得语族群至少在公元前2千纪到达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话，那么他们很难与埃及语发生联系。他提出的原始家园也太偏北，因为他需要考虑到哈兹克（Hadzic）语（并且我认为需要考虑到科伊桑语）对原始亚非语的影响。




本德（地图3f）
 。埃塞俄比亚语研究的领军人物莱昂内尔·本德提出，白尼罗河和蓝尼罗河的汇流处是亚非语系的起源地。他认为亚非语系的一系列“爆炸”开始于距今10000年左右。这次“爆炸”致使乍得语向西扩散，奥摩语向东南扩散。其后不久，埃及语沿着尼罗河而下，将柏柏尔语、闪米特语和库希特语留在身后。
(100)

 他对认为埃及语和乍得语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的公认观点表示怀疑，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学者们对乍得语的认识多于对库希特语“分支”的认识。
(101)



第二次“爆炸”致使柏柏尔语向西北扩散，同时闪米特语和库希特语向着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方向扩散。最后一次分裂发生在库希特语和闪米特语之间，后者跨过了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然后穿越阿拉伯半岛到达它后来的区域。本德坚持，亚非语系内部关键的语法同形线将埃及语、闪米特语、柏柏尔语和库希特语联结在一起。迪亚克诺夫认为库希特语中偶然出现的三字母词不重要而加以抛弃，但本德则看重它们。同样，他强调事实上前缀和后缀的词形变化这些闪米特语和
 柏柏尔语中的标准现象也都偶尔出现在库希特语中。
(102)



本德慷慨地承认我在1980年提交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对这一构想的影响。
(103)

 不过，我们存在着一些重大分歧。首先，他提出原始家园在两条尼罗河的汇流处，而我认为亚非语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南部和肯尼亚北部的大裂谷周围地区。

本德和我都接受奥摩语首先从这个超级语系分离出来的传统观点，并且奥摩语系是本德首先给出的定义。奥摩语中和其他亚非语言是同源词的基本词汇占的比例非常低。
(104)

 同样重要的是，奥摩语位于本德列出的许多重要的形态异注之外。
(105)

 但是，奥摩语拥有足够的亚非语特征——表示使役的/s/、表示不及物的/t/和名词复数中的/n/；因此，毋庸置疑它作为亚非语成员的身份。
(106)



许多学者进一步提出，“库希特”语族这个概念没有意义。
(107)

 然而，所有语系成员都被形态类似性联结在一起，“库希特”语族没有被排除在外，而是与其他亚非语系成员共同拥有它们。本德避免了这个问题，构建了一个“大库希特语”。在他将亚非语系视为一个整体的结构中，他如今进行了一个三重分割：乍得语—中部语—奥摩语。然后，中部语分裂为埃及语和大库希特语；最后，大库希特语分裂为柏柏尔语—闪米特语—库希特语。
(108)






贝尔纳1980年（地图3g）
 。我不认为乍得语和其余语族的分离像本德认为的那样重要。在1980年，我认识到在亚非语系相对快速“爆炸”时——在1000年内完成，存在着非—奥摩语“众分支”。为什么“爆炸”能够成为解释一个语言家族的最佳模式，可能的原因来自下面三个内容。首先，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先前已经确立了全面的语言统一，可能会因为它的不同地区间的交通瘫痪而崩溃。这类崩溃的最佳历史例证是西罗马帝国、穆斯林帝国和唐帝国。不过，在这三个例子中，牢固的政治向心力依然存在；在前两个例子中是亚政治宗教，在后一个例子中是政治再统一，虽然不是语言再统一。然而，退一步讲，距今11000年左右，非洲存在着一个政治国家并且解体了，这是一件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其次，一个明显的语言“爆炸”可能是一个语言族群的彼此远离，并且失去联系。这种迁移将必须发生在一个如此短暂的时期以至任何的语言创新尚未在分支之间出现。这样的变化可能会在亚非语系身上发生，但是它的可能性要低于第三种模式。

在第三种模式中，变化在分支之间可能发生；但是，因为后来它们之间的接触或者随着时间流逝其他“噪声”的增加，这些变化就不够重要而不易被察觉。因此，一系列分离发生的时间越久远，就越不容易辨别它们之间的相对差异。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班图语的极速扩散“按照非洲的标准是一场非常急速的”扩散。
(109)

 尽管如此，通过词汇统计，是可能发现在100年内或200年内彼此分裂形成的语言分支之间的细微差异的。
(110)

 不过，我们考虑的对象是发生在距今3000多年以来的差异。如果我们观察班图语族超过8000年的历史，那么几乎可以确定，不可能探明它发生分裂的次序，更不用说了解分裂的时间了。我们对亚非语系的考查便似乎处于这种情况。1万多年积累起来的“噪声”让我们无法辨识那些细微的差异。因此，说亚非语系这个超级语言家族是“爆炸”的结果，不是像树的生长一样发展来的，但这不是说它的发展像班图语那样快速。不过，这个观点认为，将奥摩语的分离排除在外，整个发展过程历时不到1000年。
(111)



1980年，我相信这样一个构想，将会解释亚非语系的结构同言线像迪亚克诺夫和本德构想的那样具有显著的一致性。
(112)

 本德在对斯沃德什100词词汇表（Swadesh’s 100-word list）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类似词汇表，它呈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的确，柏柏尔语、埃及语、闪米特语共用的同源词，百分比极高；原始乍得语也是如此，只有“库希特语”和奥摩语的明显比较低。
(113)



即便抛开奥摩语不谈，“库希特语”作为亚非语系的对立面，也不存在着一个通用词汇表。中库希特语的阿瓦恩基语（Awngi）和“北库希特语”的贝沙语同源词汇比例为7%，贝沙语和南库希特语的伊拉克瓦语［（Iraqw）在坦桑尼亚北部使用］的同源词汇比例为10%。这些数字，与本德给出的原始班图语和原始印欧语之间的7%、原始印欧语和阿卡德语之间的8%，处于同一水平。作为一个语系，“库希特语”甚至低于本德的最低要求，即一个语系内的任何成员与一种外部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汇百分比都不应该高于本语系内部的平均值。
(114)

 但是，从音位学上看，“库希特语”和其他任何亚非语系语言都没有任何差别。

我遵循本德的理论，仍然认为，解释这一信息的最看似合理的方式是，按照迪亚克诺夫、埃赫雷特、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的做法，将闪米特语、柏柏尔语、埃及语和乍得语联系在一起研究。
(115)






贝尔纳2003年（地图3h）
 。自1980年开始，我改变的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仍然认为亚非语系的原始家园在埃塞俄比亚南部或肯尼亚北部。对这一优先选择的语言学理由是多样性原则和最小运动原则。埃塞俄比亚的大裂谷接近奥摩语族群的当前居住地。这个地方存在着最多种类的亚非语系语言，同时还有大量的非亚非语系语言。
(116)

 不过，语言学证据和考古学证据提供了不一样的信息。具有最多种类亚非语系语言的地带位于埃塞俄比亚南部高地地区。对这一观点不利的是缺乏这一时期的实物证据，在冰川期，埃塞俄比亚大裂谷周围就是干燥气候。不过，在更南的三四百公里之外的图尔卡纳湖畔，鱼叉出现得很早。
(117)

 这一思路将原始家园从亚非语系的多样性中心移出了不小的距离，而使它位于科伊桑语使用的范围内。

中部科伊桑语和亚非语之间的关系

亚非语系原始家园在大裂谷的观点因与科伊桑语的极有可能的联系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大部分科伊桑语如今都在南部非洲使用，它的两个语言分支哈扎语和桑达韦语仍被坦桑尼亚的狩猎—采集族群使用。
(118)

 虽然桑达韦语与更南方的科伊桑语之间存在极少的类似词汇，但是它仍明显是科伊桑语的远支，不仅因为它共享了咔嚓音这一罕见特征，而且因为它对使用作第二辅音的词素有类似的限制。
(119)

 罗格·布伦奇“带着合理的确定性”将它归类为孤立语。
(120)

 但是，克里斯多夫·埃赫雷特认为它是科伊桑语系的边缘成员。
(121)

 根据邦妮·桑兹的观点，哈扎语和桑达韦语分享了“大量的类似（词汇）”，但她又进一步论证，这些类似词汇可能容易从后来的接触获得，也同样容易从遗传学联系获得。
(122)



一些因素表明科伊桑语和早期亚非语可能存在着相接触。首先，如语言学家阿曼达·米勒—奥库伊赞（Amanda Miller-Ockhuizen）论证的那样，在音位学层面，科伊桑语的咽喉发出的咔嚓音可以被视为比喉音和咽音的清晰度更高的咽喉音。这些咽喉音和禁止它们在一个词根内同时存在的限制，类似于在一些亚非语系语言，并且尤其是在闪米特语中出现的现象。
(123)



埃塞俄比亚的亚非语系语言和中科伊桑语诸语言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相似之处：科霍伊科霍伊语（Khoekhoe）或纳玛语（Nama）、努哈罗语（Nharo）类似于加纳科霍伊语（Ganakhoe）、舒雅科霍伊语（Shuakhoe）和特施瓦语（Tshw），这些语言全部在自纳米比亚到津巴布韦一带使用。从词法上讲，如果学者们接受格林伯格关于指示词变为冠词而后变为词性标记的次序，那么纳玛语中阳性单数标记-p就会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124)

 它将与迪梅语（Dime）中作为阳性后缀的-b，贡加语（Gonga）、坚杰罗语（Janjero）以及奥梅托语（Ometo）等奥摩语中作为第三人称词根的-b-和贝沙语中作为阳性单数标记的-b-相匹配。
(125)

 并且，在埃及语中也存在着一个阳性单数冠词p-。从句法上来看，值得注意的是主语—宾语—动词（SOV）模式，它发现于中科伊桑语诸语言和桑达韦语中，尽管未见于哈扎语；包括闪米特语和库希特语在内，几乎所有的埃塞俄比亚亚非语言都分享了这一形式。

尽管那些语言的类似性并不牢靠，但它们的结合使它们变得更加可信。事实上，它们的地位会因为亚非语系的词性体系可能借用于科伊桑语而得到增强。不管它们和南部非洲科伊桑语的关系如何，桑达韦语和哈扎语都与中科伊桑语具有数字和二元伴性性等共同特征。
(126)

 北科伊桑语和南科伊桑语都不具有伴性性。通常，学者们认为边缘地区会保留古老的特征。因此，哈扎语、桑达韦语和科瓦迪语（Kwadi）中存在的二元性别—词性，使得这一词形不可能是中科伊桑语中的一个创新。科瓦迪语是科伊桑语中的一种孤立语，曾在安哥拉使用。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塔卡克斯虽然列举了四个从中科伊桑语传入埃及语的借用语，但是他没有发现来自北科伊桑语或南科伊桑语语言分支的借用。
(127)

 其他语言特征也暗示中科伊桑语而非北科伊桑语或南科伊桑语和原始亚非语系有接触。首先，中科伊桑语比那些“非科霍伊”语言拥有更丰富的形态变化。
(128)

 语言学界长期以来公认，当屈折语频繁“衰退”变成孤立语时，孤立语则经常使虚词转变成形态特征。不过，尽管这一衰退不能用于论证科霍伊语比南科伊桑语或北科伊桑语更为古老，但是它仍然表明这一语言和亚非语类似。
(129)



同样，尽管哈扎语和桑达韦语能够从亚非语系那里借用词性体系，这样的借用实际上不可能出现在中科伊桑语身上，因为它如今在方圆2000英里内没有一个具有伴性性语言邻居。南科伊桑语和北科伊桑语都不具有这一特征，这一事实的最好解释是，它们在与班图语族群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失去了它，班图语拥有一个多种词性或种类体系。
(130)



在非洲，伴性性仅存在于亚非语系和一些科伊桑语中。
(131)

 在印欧语中，它作为次要特征出现；这一事实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讨论。如格林伯格指出的那样，除去印欧语，“亚欧语系中的其他分支没有语法性（grammatical gender）”
(132)

 。

许多学者对在此基础上企图建立的科伊桑语和亚非语或印欧语之间的遗传关系持怀疑态度。
(133)

 南库希特语专家德里克·埃尔德金论证，遗传关系不是仅有的联系形式，并提出在南库希特语和科伊桑语之间存在着一个他称之为“地区”（“areal”）的基础，它不是遗传基础或接触基础。
(134)

 当我们考察族群时，我看不出“地区”如何避开有关接触的观念。的确，如上所述，科伊桑语和埃塞俄比亚亚非语族群之间存在着遗传关系，这就使得原始亚非语系最初是覆盖在科伊桑语族群之上的一种诺斯特拉语成为可能。
(135)

 关于这种可能性，在小规模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例证：达哈罗语是肯尼亚滨海地区一个低种姓使用的语言，它是带有咔嚓音的南库希特语。
(136)

 二元伴性性从科伊桑语到原始亚非语的仿用，将会解释为什么亚非语系会成为唯一一个将性别作为基本特征的诺斯特拉语族。
(137)

 考虑到科伊桑语内部的词汇具有广泛的差异，极难探寻从这些语言到原始亚非语的语言借用的任何迹象。不过，如上所述，塔卡克斯提出了科伊桑语和埃及语之间存在着四个似乎真实的同源词。
(138)

 所以，不必太惊奇埃赫雷特认为南库希特语中存在着其他更重要的同源词。
(139)



存在着三个解释可作为本节的总结，说明中科伊桑语和亚非语为什么都存在二元语法性—性：其一，两种语言都存在伴性性，仅仅是一种巧合；其二，原始亚非语从科伊桑语那里借用了这一结构；其三，亚非语是一种诺斯特拉语强加于一支科伊桑语族群产生的结果。

支持第一种解释的论证是，伴性性虽然罕见，但在世界语言中并非独一无二的特征。此外，科霍伊语体系不像亚非语，具有一个不定词形，它有时能够作为一个中性词使用。最后，在性标记中唯一可能的类似语音是上文提到的-p。否定这些可能性的论证，是支持第二种和第三种解释。

支持借用的论证是，如果接受亚非语系原始家园存在于埃塞俄比亚或肯尼亚的话，那么它和伴性性科伊桑语在地理上接近。诚然，这一论证是一个循环论证。南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语言和文化混杂情况已在上文提到。二元伴性性体系在世界语言中不罕见，在非洲却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事实。否定这些说法的论证，支持第一种和第三种解释。

接下来的情况能够支持第三种解释：无疑，一种语言的任何方面都可能借用到另外一种语言；在第四章中，我确实将论证印欧语从亚非语借用了阴性性。但是，一种语言更加表层的方面，即词汇，比语音和基本结构特征等基层方面更可能被借用。后者的确包括词性。所以，尽管在亚非语系中寻找不到典型的科伊桑语咔嚓音（如果它们存在于达哈罗语、南班图语科萨语和祖鲁语）的痕迹，但是类似的词性体系可以解释成一个存在于原始亚非语系中的科伊桑语下位层导致的结果。最后，尽管总是将冒着将语言学论证和遗传学论证混淆的危险，基米诺（Semino）和她的同事们还是发现了科伊桑语和埃塞俄比亚亚非语族群之间密切的遗传类似性。
(140)



总而言之，我认为对第三种解释的论证最具有说服力。

亚非语系的解体

考虑到确立这个语系内截然不同的分歧的诸多困难，除了涉及奥摩语的困难，还包括分化过程历时极长，所以设想一次“爆炸”显然还是有用的。例如，我发现在将“库希特语”或“乍得语”划分到中亚非语系“内”或“外”的问题上浪费了大量时间。然而，我如今承认三字母词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并且同意它在北部亚非语系中的使用在增加的这一发展方向。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前，我想描述一下其他亚非语系分支中的一些语言的扩散。南库希特语族群向南迁徙，进入今天的坦桑尼亚。一些东库希特语族群停留在了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其余的向东迁徙，进入了索马里。南库希特语和东库希特语可能取代了科伊桑语。这种取代在达哈罗语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库希特语族群向北迁徙，进入中部埃塞俄比亚，贝沙语或北库希特语族群继续向北迁徙，进入他们当前的生活区域，即厄立特里亚北部地区，以及苏丹和埃及南部红海沿海地区。
(141)



如上所述，乍得语族群向西扩散，远至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尽管他们最初穿越的区域居住着使用尼罗—撒哈拉语的族群。然而，不像布伦奇那样，我相信，这场运动在他提供的时间即距今4000年
(142)

 之前已经明显到达撒哈拉沙漠南部地区。由于许多同源词形出现在了古王国时期的埃及语文本中，所以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解释它们的出现，即将它们视作埃及语进入乍得语的借用语或乍得语进入埃及语的借用语。然而，这种可能性又不大，不仅因为这个时期撒哈拉沙漠的干燥使得埃及语和乍得语族群的接触变得更为困难，而且也因为它们的词形显示出了非常早期的语音交换或遗传关系。
(143)



闪米特语族的起源

1980年，我认为闪米特语起源于今天使用南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的地区。今天，我对此不太确定。我想，闪米特语更有可能起源于埃塞俄比亚提格勒（Tigre）省即厄立特里亚（Eritrea）今天所在的地区或者也门和哈德拉茂，该地区过去有许多不同的闪米特语在使用，并且在今天的东部仍然使用。
(144)

 因此，我如今发现自己更保守了，倾向于同意爱德华·乌兰多尔夫的观点，他是一位闪米特语学者和埃塞俄比亚语研究专家，在30年前写道：“不管这些语言（闪米特语）的祖先的原始家园在阿拉伯半岛还是非洲角被发现，它都存在于一个推测的区域，不可能被有把握地确定。”
(145)



我认为，在红海南端的这个地区，闪米特语增加了三辅音词根的数量，亚非语系其他分支存在相对少量的三辅音词根。世界上，大部分语言只有单辅音或双辅音。它们可能被音调或重叠扩充，就像它们在原始亚非语系中出现过的那样。
(146)

 另一种可能是词缀的增添：在前边（前缀）、在后边（后缀）或在中间（中缀）。
(147)

 这类增添似乎是三辅音体系的根源，三辅音体系在世界诸语言当中大体上仅限于北亚非语系和印欧语。

我认为，闪米特语向南北两个方向都进行了扩散，向南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它们目前的区域。南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之间的巨大分歧表明，这一分化进程开始的时间要比传统年代即公元前1千纪要早许多。闪米特语也向北扩散，穿越了今天的阿拉伯沙漠，它在公元前10千纪或公元前9千纪时是稀树大草原。然后，闪米特语族群继续迁移，进入黎凡特；在那里，他们的物质文化与新遇到的西南亚农业社会融合，产生纳图夫前陶器新石器文化，该文化繁荣于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7500年。
(148)

 从那里，牧羊和牧牛族群迁徙到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并且继续向前迁徙至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海地带即马格里布。
(149)

 在这一最后阶段，闪米特语进入水生文明北部地带，似乎和亚非语系柏柏尔语族的起源联系在了一起。我已在上文提到，罗格·布伦奇利用罗伯特·迪克逊的平衡状态观念，试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语言分支具有的差异是如此之少。

乍得语和埃及语

当乍得语族群向西迁徙时，埃及语族群的祖先们则向西北迁徙，进入撒哈拉南部的干草原，成为水生文明的主要部分。根据语言学原因，塔卡克斯提出，“原始埃及语部族与生活在撒哈拉地区其他地方的乍得语以及尼罗—撒哈拉语（sic）族群的祖先们长期并存。”随后，塔卡克斯认为原始埃及语族群向东迁徙，进入尼罗河流域。
(150)



这一描述与卡普斯的考古学结论非常符合：公元前6千纪，撒哈拉日益干旱，旱情又因过度放牧而恶化；随之，水生文明的子孙们迁徙进了尼罗河流域。他们成为牧牛的新石器族群“博维迪安人”，带有提尼里燧石文化。并且，它们显然是埃及前王朝巴达里文化的前身。无论如何，它们呈现出与尼罗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文化的明显断裂。
(151)

 来自巴达里文化和早期涅伽达（Naqadan）文化的人体遗骸表明，这个时期的“博维迪安人”大体上是“尼格罗人种”，与来自“博维迪安”时期的撒哈拉岩壁画的描述吻合。
(152)

 并且，在一系列促成上埃及和努比亚法老国家形成的前王朝文化中，巴达里文化居于首要地位。
(153)



这些社会无疑是富庶的并且器物精细。它们的撒哈拉前身已经具备先进的知识，这体现在纳布塔沙漠盆地石头圆阵和石阵明确的天文学意图。这些器物被定位于距今7300年—公元前6800年（公元前5300年—公元前4800年）之间。
(154)

 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如今推理，埃及的天狼星日历确立于公元前4233年，此时正处于巴达里时期（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3800年）。它远远早于公元前3400年前后埃及的统一。这一日历是企图利用天狼星的升起来调和大约365天的太阳历的尝试。天狼星的升起，为尼罗河泛滥的开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示。埃及人并没有调整个别日期，而是每4年为365天增加大约6小时，让两套历法独立运行，以致同步性越来越差。它们每1460年重合一次。幸运的是，罗马作家肯索里努斯（Censorinus）记载两套历法在公元139年重合。借助他的信息，学者们可以向前追溯，找到先前的同步年份：公元前1317年、公元前2773年和公元前4233年。

这一年为埃及学专家带来许多烦恼，因为这个历法被认为始于第一次政治统一或其前后。在20世纪上半期，极简派（minimalist）学者试图将统一时间向后推迟，与公元前2773年吻合。但是，大多数埃及学专家发现，这个推迟的日期不可能与其余年代和各个法老的统治年代相吻合。
(155)

 唯一可选的做法是，提议这个历法确立于公元前2773年，晚于统一数个世纪。然而，这一处理也因年代属于第一王朝法老哲尔（Djer）统治时期的一块象牙书写板的发现而变得不可能。这块书写板明显以天狼女神的形象提到天狼星，天狼女神是天狼星后来的形象，她被刻画为一头卧着的母牛，在两只牛角间顶着一株植物幼苗，象征着年。这一符号表明，在第一王朝时，埃及人已经在使用天狼历。
(156)



将这一日历的起始年代定位于公元前4233年的处理，未曾被严肃思考。这一失败，在询问一个特定时期的人们能够知道
 而非的确知道
 什么问题上，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事实证明，从中美洲到巨石的（Megalithic）北欧，这一原则是误导人的。正如埃及学专家尼古拉斯·格里马尔指出的那样：“考古遗迹暗示，该文明在这一时期将不会充分发展。”
(157)

 纳布塔沙漠盆地的遗迹强烈地指明，天狼星日历源于巴达里时期。

考古材料表明，三角洲地区或下埃及在公元前6千纪、公元前5千纪时，是一个极为不同的社会，社会等级非常不明显。
(158)

 它们的人口明显是北非沿海居民，与马格里布类似。在Naqad文化晚期，两地人口显然融合。在公元前3400年前后上埃及征服三角洲地区之后，这一融合得到增强——可能是故意为之。
(159)



这样一个模式符合语言学假设，即三角洲地区的前王朝居民使用的是三辅音语言，介于闪米特语和柏柏尔语之间；上埃及的居民明显使用的大体上则是一种双辅音语言，并且可能是声调语言，与乍得语接近。
(160)

 因此，古埃及语似乎从起源便是一种混合语，它包含了这两大亚非语族的特征。这种可能性并不否定，它可能受到来自南方贝沙语、尼罗—撒哈拉语以及尼日尔—刚果语的影响。但是，主要成分是上下埃及语言。似乎有可能，该语言融合开始于公元前4千纪早期，即处于今天称为的涅伽达文化二期，早于公元前3400年前后的政治统一。
(161)

 据推测，这一语言是在阿拜多斯发展起来的，阿拜多斯是这一时期的都城，也是两个王朝的都城。我们从墓葬获知，许多带有下埃及体质特征的人口在第一王朝时出现在这个地区。
(162)



两个地区的紧张状态贯穿于整个古代埃及的历史。埃及是tзwy（迦南语中为Misrayim）“两个国家”。这种分裂集中表现在南北部的双王和无处不在的、对两个地区被捆绑在一起的描绘。迟至第五王朝，法老们仍然认为他们是统治北方的南方人。
(163)



埃及语是乍得—埃及语和闪米特—柏柏尔语的混合的假设具有许多优势。它将解释，相对于与埃及语的关系而言，为什么闪米特语和柏柏尔语更为接近，尽管后来两者之间的热烈交往使得最初接触的程度难以确定。语言融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埃及语——最古老的亚非语——会失去那么多原始亚非语语音和形态特征，使它不如其他语言例如阿拉伯语古老。它就像英语一样，由于失去词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以句法来进行精巧的表达。

在一篇名为《埃及共同语存在吗？》有趣文章中，约瑟夫·格林伯格将来自早期、中期和晚期埃及《金字塔铭文》（Pyramid Text
 ）语言以及世俗体—科普特语的埃及语变化与上下埃及的地理区域联系在一起。他论证，语言变化记录了统治地区方言的变化。并且，他认为，象形文字[image: ]
 /b/、[image: ]
 /d/和[image: ]
 （“ἰdn”），代表的是闪米特语词汇yd（“手”）、b>
 （“来、去、进入”）、>
 udn（“耳朵”），而非埃及语词汇。
(164)

 塔卡克斯强烈地否定了[image: ]
 源自b>
 （“进入”），并证明作为表示“脚”的[image: ]
 在许多库希特语和乍得语中找到。
(165)

 与此类似，>
 udn（“耳朵”）也见于东乍得语和闪米特语。
(166)

 不管怎样，格林伯格对/d/和“ἰdn”的论证是似乎合理的，尽管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绝大部分象形文字代表的都是埃及语词汇。

格林伯格在此基础上继续主张，“在三角洲或其附近使用的前王朝语言，在原始王朝（即第一、第二王朝）时期被基于上埃及语言形成的共同语取代。”这一共同语又被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早期埃及语取代。
(167)

 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哪一种语言比《金字塔铭文》上的更古老，新近发现的第一王朝时期的记事表，未能提供这一主张存在例外的证据。
(168)

 因此，我不能接受格林伯格的第一个主张，因为我没有理由怀疑，在埃及统一之前尼罗河流域的支配语言是以上埃及这一首要实力的语言为基础的。不管如何，/d/和“ἰdn”或许代表了闪米特—柏柏尔语和乍得—埃及语融合形成古埃及语的最后痕迹。埃及语中存在着闪米特—柏柏尔语成分，为少数学者主张埃及语是闪米特语的一种，提供了理由。
(169)



西闪米特语

在公元前4千纪第一次统一后，埃及通过尼罗河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实现了统一，拥有一种单一的语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闪米特语，在从埃塞俄比亚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广大地区被使用，分裂成许多语言和方言。其中被证实最早的语言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用于书写的阿卡德语和叙利亚的埃卜拉语。其中的文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前半期。这两种语言都提供了与非闪米特语相互影响的证据。苏美尔语受到阿卡德语的极大影响，因为使用这两种语言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族群密切接触地生活了2000年以上。
(170)

 苏美尔语是一种语言属性受到热烈争论的语言。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一支孤立语，另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澳亚语系的一支，与今天仍在印度并被东南亚的孟人和高棉人使用的蒙达语有着亲缘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纳得内语，或者它是诺斯特拉语系的姐妹语言。
(171)

 埃卜拉语也受到苏美尔语和胡里安语的影响，胡里安语是纳得内语的一支，曾经在西南亚北部被使用，与今天在高加索东北部使用的车臣语和英古什语存在亲缘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阿卡德语和埃卜拉语构成了一个“东闪米特”语系。然而，埃卜拉语不是阿卡德语的一个方言。具有同样的表面合理性，其他学者将它和西北闪米特语放在了一起。
(172)

 在对闪米特语进行划分的问题上，这仅仅是众多难题中的一个例证而已。这些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使得传统的分类或多或少有些随意。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被分为南北两大语丛，它们差不多是古老语言，并且或多或少受到了邻近的库希特语的影响。
(173)

 古代和现代的南阿拉伯闪米特语形成了另外一个语丛。有些学者将阿拉伯语归入南阿拉伯闪米特语中，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将他归于西北闪米特语。
(174)



西北闪米特语一般被认为包括阿拉姆语、乌加里特语和迦南语。阿拉姆语最初在叙利亚内陆使用，但在公元前1千纪时，它们作为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非官方行政管理和商业贸易语言广泛传播。希腊化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标准阿拉姆语西南亚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胡里安语和它的后继语乌拉尔图语（Urartian）明显影响了这些语言。

乌加里特语是叙利亚北部乌加里特港口使用的语言，该港口在青铜时代末期被毁。许多用阿卡德语写成的文献在港口所在地被发现，但其他许多文献被发现是用本地乌加里特语写成的，它们有一个象形文字字母表。乌加里特语通常被视为迦南语的变种，尽管它不具有后者的一些革新，如著名的由a到o的转换，这被称为“迦南语转换”。
(175)

 迦南语通常包括以下语言——更确切地说是方言，因为它们明显能相互理解：希伯来语、腓尼基语、摩押语（Moabite）、阿扪语（Ammonite）和阿玛尔纳（El Amarna）文书的作者所讲的语言，它们表面上是用“阿卡德语”书写的。使这些迦南语方言区别于其他闪米特语的大部分特征，似乎都来自埃及语：例如时态和体态的复杂影响，并且所谓的“waw-转换”显然来自埃及语虚词iw的类似用法。
(176)



迦南语也对许多埃及语进行了借用，虽然学界对这一主题极少进行研究。这类词汇中的大部分，与植物、纺织物和其他奢侈品相关。另外一些则具有更大的社会、政治重要性：希伯来语ḥåtam>ḫåtam来自埃及语ḥam（“封印、完成”）。
(177)

 许多学者认为，希伯来语ebiôn（“贫穷”）来自埃及语世俗体abyn和科普特语ebiēn（“可耻的”）。
(178)

 Mas（“队伍”）似乎来自埃及语msἰ（“军队或人民”）。
(179)

 乌加里特语>
 adt和腓尼基语>
 dt（“女生”）来自晚期埃及语idyt（“女青年”），并且乌加里特语>
 and、腓尼基语>
 dn、希伯来语>
 åbôn（“主人”）来自埃及语ἰdnw（“代理人、行政官员”）。这些术语反映出了两个地区权力的差异。
(180)



许多西闪米特语词汇也能够在埃及语尤其是新王国时期的埃及语中发现。追寻这些词汇更为容易，因为它们是用象形文字中专门用于表示外国语言中的词汇和名字的音节字体书写的。相对于传入西闪米特语的埃及语词汇而言，这些词汇被学者研究得更为充分。詹姆斯·霍克以595个词条编写了一本关于埃及语文献中的闪米特语词汇的词典。不过，他指出，这些词汇中，有些原本是埃及语，随后又从迦南语中传回埃及语。
(181)

 也有可能，闪米特语词汇在更早的时期被埃及语吸收，但是，关于这一起源的类似词形却不易与（1）遗传上相关的词汇以及（2）传入迦南语的埃及语借用词汇区分。

大体而言，虽然埃及语和迦南语属于亚非语系的不同分支，但是，通过公元前4千纪的上埃及乍得—埃及语和下埃及闪米特—柏柏尔语的最初融合以及后来有时紧密的接触，它们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


 结语

关注这一问题的绝大部分学者承认，亚非语系起源于非洲东北部的某个地方。他们也同意，它是诺斯特拉语系的一部分，在与诺斯特拉语的关系上，要么是其“子语言”，要么是其“姐妹语言”。解决这一不明关系的最佳途径是，将亚非语系视为上一个冰川期结束前后即11万或12万年前尼罗河中游和下游流域人口相对灭绝之后，诺斯特拉语系在尼罗河上游使用的最南分支或者更远的分支。我论证，科伊桑语或科伊桑语族语言桑达韦语和哈扎语与亚非语系语言拥有共同的伴性性体系，这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早期接触。存在着最多样亚非语系语言的地区与东非大裂谷而非白尼罗河和蓝尼罗河的汇流处或红海南部滨海地区更近，这一事实和上述论证强烈地暗示，这个地方就是亚非语系的原始家园。

从这个中心，亚非语系的分支向外扩散，去利用冰川期之后的全新纪更加温暖和更加湿润的天气所提供的资源。最初分离的奥摩语进入现今的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奥摩河畔地区。亚非语系的南库希特语分支扩散进坦桑尼亚，东库希特语分支进入今天的索马里，中库希特语进入埃塞俄比亚北部。贝沙语向更南的方向移动，抵达苏丹河沿岸；乍得—埃及语向西北移动，跨越上尼罗河，抵达南撒哈拉。闪米特语似乎在北埃塞俄比亚或南阿拉伯形成，从这里，它们穿越阿拉伯干草原，抵达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地带，然后继续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转移。操这一分支语言的族群迁徙入三角洲地带，并继续向更西方迁徙，在那里形成了柏柏尔语。

在撒哈拉，农业最初发挥的作用不及渔猎和采集，但是天平发生了倾斜。到公元前7千纪，农业基本上是畜牧业，基于当地驯化的牛而形成。随着公元前6千纪干旱的开始，埃及语分支向东北方向移动，进入尼罗河流域。埃及语族群在那里建立了人口稠密的定居点，并且知识和技术精细。到公元前4千纪中期，这些族群在上尼罗河和努比亚建立了两个国家。至少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上下埃及有了贸易文化接触。在这一时期，埃及语明显由南方的埃及—乍得语和北方的闪米特—柏柏尔语混合而形成，它的形成甚至早于公元前3400年，此时上埃及征服下埃及实现埃及的政治统一。就这样，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被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这两种亚非语系语言带来了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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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Orel and Stolbova（1995，339 §1560）.


(69)
  Job 40．24；参见Pope（197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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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埃及语中“通俗aleph”/з/与亚非语/r/的和其他流音对等的看，参见下文第八章注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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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的罗伯特·赫茨伦不认为奥摩语是亚非语的一个分支，他将其看作尼罗—撒哈拉和库希特语的混合语（个人评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1988年10月）。虽然很难质疑如此伟大的专家，但我更接受本德和大部分其他学者的看法。正如在上一章中提到的那样，表示使役的/s/不仅仅是亚非语，它也存在于整个诺斯特拉语系。其他两个特征受到了更多的局限。


(107)
  参见Bender（1975，219）;Hudson（1978，73-4）;Ehret（1978）;Hetzron（1978，57），以及Orel and Stolbova cited in Blench（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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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本德似乎接受这一年代，参见Bender（1997a，20）。


(112)
  见下表：



	
	迪亚克诺夫
	本德
	总计



	闪米特语
	8.5
	15
	23.5



	柏柏尔语
	13.5
	15
	25.5



	埃及语
	10
	12
	22



	（原始）乍得语
	13
	11
	24



	贝沙语
	9.5
	12
	21.5



	阿瓦恩基语（CC）
	9.5
	10
	19.5



	西达摩语（HEC）
	9.5
	11
	20.5



	奥罗摩语（LEC）
	9.5
	12
	21.5



	南部库希特语
	9.5
	9
	18.5



	奥摩语
	9.5
	4
	13.5





（CC表示中库希特语；HEC表示高地东库希特语；LEC表示低地东库希特语。——译者注）


(113)
  然而，塔卡克斯遵循奥廖尔、斯托尔博娃及迪亚克诺夫强调埃及—乍得语存在着“大规模”的同言线的观点。


(114)
  Bender（1975，143）.需要提醒的是，正如林格指出的，这些低百分比与亚欧语系和诺斯特拉语系中的那些情况相似。


(115)
  帕尔森（Parson）将豪萨语从乍得语分离出来似乎不太可能。参见Parsons（1975，421-58）.


(116)
  这些语言家族是奥摩语、东库希特语、中库希特语和闪米特语。贝沙语和南库希特语也相差不远。布伦奇主张乍得语一定始于中部苏丹语。从乍得语现在所处的位置，我没有发现任何起源的迹象。参见Blench（personal communication，Cambridge，January 2001b）。


(117)
  参见本章注37
 。


(118)
  参见本章注2
 。


(119)
  Sands（1998，163-6）.在这里我要感谢克里斯多夫·柯林斯为我提供必需的文献，以及感谢罗格·布伦奇鼓励我从事这一研究。


(120)
  Blench（1999a，4）.他现在创建了一个新的语言联合体（Sprachbund），包括哈扎语、桑达韦语、伊克语和达哈罗语。他将其称为“哈兹克语”，并且视其为具有影响力的原始印欧语。


(121)
  Ehret（2002a，122）。这也是乔治·斯塔罗斯京的初步看法。参见George Starostin（2003，124）。


(122)
  Sands（1998，94）.


(123)
  Miller-Ockhuizen（2003，5-9，personnal communication，Cornell University，February，2004）.


(124)
  Greenberg（［1978］1990，252-9）.


(125)
  Flemming（1976，316）;R．A．Hudson（1976，107）.


(126)
  Sands（1998，100）．Hagman（1977，41-5）.然而，纳玛语也有一个通性（common gender），它与不定性（indefniteness）关系密切。关于词性和定义的讨论，参见Greenberg（［1978］1990，253-6）。


(127)
  有jn（“美丽的”）、w‛（“一”）、tm（“不”）和‛b（“野狗”），参见Takács（1999，41，45）。


(128)
  Güldemann and Vossen（2000，108）.


(129)
  参见Creissels（2000，251）。


(130)
  克里斯多夫·柯林斯教授发现一个种类体系的遗迹，与班图语差异极大（私人信件，康奈尔大学，2001年11月）。


(131)
  三重——阳性的、阴性的、中性的——词性体系发现于德法卡（Defaka）的尼日尔—刚果语中，被尼日尔三角洲的族群使用，它明显处于次要地位。参见Blench（2002c）。


(132)
  Greenberg（2000，185）.最初，格林伯格提到澳亚语系、澳大利亚语和美洲印第安人语言中存在的为数不多的伴性性体系的例子［（ 1978）1990，241-70］。


(133)
  例如，参见Andersson and Janson（1997，145）。


(134)
  Elderkin（1976，297）.


(135)
  参见本章注88
 。


(136)
  关于达哈罗语的简要说明，参见Elderkin（1976，290-5）。布伦奇将其归为“哈兹克语”，参见Blench（2002c）。


(137)
  埃赫雷特主张奥摩语词性的弱化，并认为南库希特语存在的单数—复数标记表明“前原始亚非语”不具有性—词性。参见Ehret（1996，15）。不过，他承认南库希特语标记独特的成对组合（paired sets）“往往同时伴随阴性和阳性两种名词”。我认为此例中古代语下位层及其后来的影响是很难区分出来的。我们知道奥摩语受到周围尼罗—撒哈拉语族群的影响。这很可能是受到周围操尼罗语者和班图语者影响的南库希特语。


(138)
  Takács（1999，38-46）.


(139)
  Ehret（2002a，121）.


(140)
  参见本章注释87
 。


(141)
  参见R．A．Hudson（1976）。


(142)
  Blench（1999b）.


(143)
  参见Takács（1999，47）。


(144)
  Simeone-Senelle（1997）.


(145)
  Ullendorff（1971，30）.


(146)
  参见Ehret（1995，67-70）。


(147)
  关于阿卡德语中双字母组√pr扩充原则的极佳例证，参见Kienast（2001，67）。


(148)
  这一年代由Trigger给出，参见Trigger（1982，495）。在第500页，他给出的是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6500年。


(149)
  关于这一时期的非洲气候图，参见埃赫雷特（2002a，60）。


(150)
  Takács（1999，47-8）.


(151)
  Camps（1982，571-82）.另见Hoffman（1991，144）和Kindermann,（2000）。哈桑认为水生文明更加融合了尼罗河和撒哈拉元素，参见Hassan（1988）。


(152)
  关于此论证及相关文献，参见Keita（1990，45）。


(153)
  关于上埃及出现国家之前存在的一个努比亚国家，参见Williams（1980;1987）。


(154)
  Wendorf et al.（1998）.


(155)
  关于这些年代，参见Grimal（1992，51-2）（他将4233误写为4323）。关于传统学者的拒斥，参见Gardiner（1961，67-8）。


(156)
  数据参见Grimal（1992，51-2）。


(157)
  Grimal（1992，51-2）.


(158)
  Hoffman（1991，172-81）and Kemp（1991，43-4）.


(159)
  Keita（1992，248-9）.这一年代是我提出的，不是他提出的。


(160)
  布伦奇做了这个有趣的假设，参见Blench（2001b）。尽管乍得语带有许多同形同音异义辅音组的声调语言，但是他进行了类型学论证，证明声调语言不太可能发展纯粹的语音文字，因为音调不容易直观描述。这些论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汉语和玛雅语。


(161)
  关于支持这一年表的论证，参见本书第二卷第213—214页。


(162)
  Keita（1992，252-3）.


(163)
  Breasted（1908，119）.


(164)
  Greenberg（［1986］1990，517）.


(165)
  Takács（2001，1-2）.


(166)
  Takács（1999，33-4）.


(167)
  Greenberg［（1986）1990，518］.格林伯格借鉴了维奇赫尔的论证，认为古埃及语中最早象形文字的使用缺乏一个/l/，他们似乎混淆了这个问题。正如我前面探讨过的那样，我认为在闪米特语中是从n到l的转换，而不是从n到l的转换。


(168)
  《华尔街日报》，1998年12月16日。


(169)
  Rössler（1964;1981）and Rendsburg（1981a，675）.


(170)
  Cooper（1973）.


(171)
  作为一种孤立语，参见Ruhlen（1987，377）；作为澳亚语系，参见Diakonof（1997）。关于纳得内语，参见Bengtson（1997）。关于诺斯特拉语系的一个亲缘关系，参见Bomhard（1997）。


(172)
  关于归类为东闪米特语，参见Faber（1997，7）。至于归类为西北闪米特语，参见Dahood（1981a and b）and Gordon（1988）。


(173)
  关于“南埃塞俄比亚语的边缘语言”的语音体系的拟古主义，参见Bernal（1981）。关于该语音体系的论述，参见Hetzron（1997，536）。


(174)
  关于它的模糊性的讨论，参见Moscati et al.（1969，13-4）。关于阿拉伯语的不同，参见Faber（1997，6）。


(175)
  对于乌加里特语作为一种迦南语的接受，参见Harris（1939，11）。法贝尔（Faber）指出，这是一般看法，尽管她自己也将乌加里特语看作“迦南语的西北闪米特语姐妹语言”。Faber（1997，10-1）。


(176)
  Young（1953），Gordon（1957），以及Rendsburg（1981a，668-70）。兰斯伯格认为希伯来语中的结果时态“仅用于书写方言”。换言之，这些时态具有令人痴迷的“埃及语特征”。在私人信件中，兰斯伯格质疑戈登关于这种词形可从埃卜拉语中找到的看法。参见Rendsburg（2001）;Gordon（1988，262）。


(177)
  克莱因认同该论证，维奇赫尔则反对。参见Vycichl（1983，272）。关于希腊语hetoimos（“准备，意识到的”）源自埃及语或迦南语被动分词ḫåtum/ḥatum（“密封的”），参见第十四章注释10
 。


(178)
  参见Ellenbogen,Černy and Klein。维奇赫尔遵循弗隆扎罗利（Fronzarolli）的观点，拒绝了这一论证，因为在叙利亚古城马里的文献中这种意义上的abiyanum被证实。一个埃及语借用到阿摩利语中，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


(179)
  克莱因认为它源自埃及语ms（“运送”），而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来自闪米特语msἰ。


(180)
  这似乎比源于dyn（“法官”）的通常的闪米特语词源更接近。克莱因对此观点不明。其他学者认为它源自>
 dn（“变得强壮”），参见Brown，Driver，and Briggs（1953）。希腊的阿多尼斯通常源自>
 ådōōni（“我的主人”）。我认为罗马语名字安东尼斯具有同一起源。


(181)
  参见Hoch（1994，6，n．16）。



第四章　印度—赫梯语系和印欧语系的起源以及二者与其他语言的联系

本章探讨的是在今天世界范围使用广泛的印度—赫梯语系及其分支的起源和发展，这两个语系形成的语言学背景，以及这两个语系和与其他语系的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本书将分析两种亚非语言即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对印欧语言和希腊语的影响。在离析这些问题之前，作者有必要审视一下这些亚非语言与原始印度—赫梯语（PIH）和原始印欧语言（PIE）的相互影响。这些相互影响可体现在整个印欧语系的词汇、词法和基本结构上。


 印度—赫梯语系和印欧语系的起源和扩散

在19世纪上半叶，坚信创造力来自寒冷和海拔甚高的地方的浪漫主义学者认为，印欧语言起源于喜马拉雅山或其他亚洲的山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原始家园向西迁徙，人们一致认为原始印度—赫梯语是黑海以北的游牧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在最近的半个世纪，这个原始家园被一致认为就是所谓的库尔干文化（以特点鲜明的坟冢命名），库尔干文化被证明发生在该地区的公元前4千纪和公元前3千纪。这一物质文化的占有者似乎向西深入至欧洲，向东南至伊朗和印度，向南至巴尔干和希腊。

在赫梯语被破译之前，人类语言出现了从中亚或西伯利亚大草原向外扩散的总体观点。识读赫梯语的能力使学者发现，它是一种“原始的”印欧语，并进一步确认它是一个完整的安纳托利亚语系。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在原始印欧语瓦解为其分支语言之前，原始安纳托利亚语便已经从中分离出来。
(1)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要知道，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相差500年到1万年之间。不论怎样，这种区别足以让大部分语言学家将印欧语和更大的印度—赫梯语区分开来。
(2)



如果像同众多历史语言学家猜测的那样，不仅印欧语，而且印度—赫梯语发源于黑海以北，那么操安纳托利亚语的族群是在何时，又是如何进入安纳托利亚的？“在……之前的日期”（terminus ante quem）可见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早期赫梯人名字，这些名字出现在安纳托利亚中部亚述人设在卡鲁姆卡内什（Karum Kanesh）的商业殖民地的商人报告中。
(3)

 一些权威学者认为，讲安纳托利亚语言的族群迁徙进入安纳托利亚早在公元前3千纪早期便已开始，并与被称为青铜时代早期二期（Early Bronze Age II）的时代的毁灭有关。
(4)

 另外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该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千纪后期。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材料，野蛮人在此时入侵了安纳托利亚。
(5)

 这些入侵者似乎更有可能讲的是弗里吉亚语和原始亚美尼亚语，即狭义上的印欧语言。

著名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甚至推测，贯穿安纳托利亚北部的毁灭地带记录了赫梯人在公元前20世纪末期到达过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
(6)

 那些被证实在毁灭之前便已存在的早期赫梯人名字证明这一观点不成立。

自公元前3千纪起发生的其他相对晚近的事件也产生了难题。例如，将赫梯人到达安纳托利亚与印度—赫梯语的最初分裂联系起来，就会迫使印欧语系扩散的时间向后推移到公元前3千纪后期，甚至公元前2千纪。这一时间定位将很难调和印欧语言的传播与所谓库尔干物质文化的传播之间的联系，据考古学证明，后者被确定在公元前4千纪。
(7)

 如果“安纳托利亚”言语在这个时期传播到达了安纳托利亚，也会很难解释这些语言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分化，其中一些语言被证明形成于公元前3千纪末期和前2千纪早期。它们不仅包括“中部”安纳托利亚语言：赫梯语、卢维语和巴莱语（Palaic），也包括更遥远的语言像吕底亚语、利西亚语，甚至可能包括用A类线形文字书写的卡里亚语和克里特语。
(8)

 如果安纳托利亚语只是在公元前3千纪或者甚至公元前4千纪末发生分化，那么，即便有可能，也很难解释安纳托利亚语亚语系内部为什么会存在着极端的差异。
(9)



印度—赫梯语的一个安纳托利亚起源

印度—赫梯语系的起源很有可能是在第二章提到的构想，该构想由柯林·伦弗鲁提出，而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语言学家托马斯·加姆克列利茨和雅克斯拉夫·伊万诺夫则更关注语言细节。这些学者的关于印欧语言（笔者倾向称之为印度—赫梯语）扩散的观点在两个关键方面截然不同：起因和时间。

伦弗鲁将印度—赫梯语的扩散与农业的传播联系起来，因此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千纪。他认为那时在中部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已经在使用这种语言。伦弗鲁提出此观点时，中部安纳托利亚被认为在公元前7千纪或公元前8千纪已经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10)

 如今的观点将该时间提前至公元前9千纪晚期。
(11)

 这片地区地处西南亚农业—畜牧业带的西端。从语言学上讲，这种文化似乎是亚欧语系的产物，也是诺斯特拉语系的产物。原始印度—赫梯语言仅仅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使用的若干语言之一。可能，南高加索语（格鲁吉亚语）——亚欧语系和胡里语系以及明显的孤立语哈梯语的“姐妹”语言——极大地影响了赫梯语，甚至为赫梯语提供了名称。（赫梯人将他们自己称为Nes，将他们的语言称为Nesili。）

而相比之下，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将印度—赫梯语言成功扩散的原因归结为在公元前4千纪末期车轮运输的发展。
(12)

 他们论证，原始印欧语中的重叠词*kho
 ekkho
 lo（“车轮、环状物”）和苏美尔词汇gigir、闪米特词汇gilgal/galgal以及格鲁吉亚词汇gorgal相类似，都具有相同的词义，并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产生此重叠词的单个词根*kho
 el说明它的原始词形是印欧语。
(13)

 他们还在考古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传统印欧语专家认为的原始印欧语的原始家园——大草原——那里并没有发现大量集中使用手推车和双轮战车，它们却在西南亚被发现。（他们没有提到集中使用手推车和双轮战车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而不是安纳托利亚。
(14)

 ）*kho
 ekkho
 lo是一个从印度—赫梯语言中借用到非印度—赫梯语言的词汇。这些借用词将在本章后半部分详细讨论。

伦弗鲁与加姆克列利茨、伊万诺夫的另一个差异是，伦弗鲁将印度—赫梯语的原始家园定位在加泰土丘周围的中部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的聚居地，而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则认为其曾经存在于该半岛的东部地区。
(15)

 然后，他们又认为安纳托利亚（赫梯）语系向西迁徙至此地域的中部。
(16)

 当印度—雅利安人和东部的伊朗人向东、向南迁移时，亚美尼亚人留在故乡。根据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观点，印欧语族群的主体向东，然后向北迁移，从里海东部延伸到伏尔加河以西、黑海以北地区，即作者们描述为“第二故乡”的地区（参见地图4）。他们在公元前4千纪和公元前3千纪将第二故乡与大草原的库尔干物质文化联系起来。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他们所谓的“古代欧洲方言族群”，他们扩散的结果是凯尔特语、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波罗的海语和斯拉夫语等分支的形成。
(17)



两位作者没有把希腊语加入这个语丛中。他们认为希腊语与东部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语和印度—雅利安语有联系。亚美尼亚语一直留在故乡，而印度—雅利安语向东迁徙到伊朗，最后到达印度。与此同时，希腊语经过安纳托利亚语族群迁徙到西海岸，从那里进入爱琴海海盆。他们支持希腊语起源于东部的安纳托利亚这一假设，提供了许多南高加索语词源。
(18)



讲希腊语的族群从爱琴海开始向北迁徙，与来自北方的“古代欧洲方言”族群交汇，在此融合下形成了阿尔巴尼亚语和已经死亡的语言色雷斯语。
(19)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公元前6千纪和公元前5千纪存在于巴尔干半岛的大的新石器文明是在后来“淹没在印欧语言族群的移民大潮中”的非印欧语言族群。
(20)



从语言学上看，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划分的语丛在大多数印欧语专家看来是合理的。尤其是，大部分人一致同意，在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印度—伊朗语中，例如，一些过去时态以前缀e-为标记，这与其他印欧语言不同。一般而言，这三种语言中的同言线（isoglosses）和相似性多于希腊语和意大利语，更不用说希腊语和斯拉夫语或日耳曼语。
(21)



尽管如此，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的历史和地理构想并不一定是解释这些语言差异的最好方式。他们在年代上的阐述模糊不清：他们仅仅声称原始希腊人在公元前3000年前，经过安纳托利亚，跨过爱琴海。
(22)

 这一年代致使学者们很难理解他们的言语是怎么维持与亚美利亚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的关系的，原始希腊人经过使用安纳托利亚语言的地区时，却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

柯林·伦弗鲁将印度—赫梯语言的传播与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如同在第二章提到的那样，伦弗鲁在他1987年出版的书中，就此主题对他提出的观点做出许多创新性的修正。
(23)

 然而，在下面这两个问题上，他的观点一直未变：（1）印度—赫梯语的原始家园是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而非东部的农业“摇篮”地区；（2）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印度—赫梯语随着农业的传播，从这一原始家园向西传播到爱琴海周围。伦弗鲁认为印度—赫梯语族群（如今在从安纳托利亚分支分裂之后，成为操印欧语的族群）继续迁徙到巴尔干、欧洲西部，向东到黑海北部。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以及伦弗鲁都修改了传统的、认为大草原是印欧语的原始家园的观点。然而，伊万诺夫把这片地区称为“第二故乡”并与库尔干文化联系起来。
(24)

 伦弗鲁将大草原仅仅视为一个根据地，印度—雅利安语族群从这里向东南迁徙到伊朗和印度。
(25)



伦弗鲁一直强调，自公元前7千纪农业传入起，希望文化便开始具有他认为的连续性。在此问题上，他反对他曾经的发掘伙伴即立陶宛考古学家和博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的观点。金布塔斯将印欧语言的扩散与库尔干文化的扩散联系起来。她认为库尔干文化影响到了包括北部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半岛和中部欧洲大部分地区。
(26)



伦弗鲁主张印欧语言伴随农业传播到欧洲西部，取代了那里狩猎者和采集者早期使用的语言。其他考古学家同意在欧洲没有农业革命，农业技术和陶器制造术在公元前6千纪从东方传入欧洲中部和西部。不过，这一状况是移民导致的结果，还是那些原来是中石器时代采集者们的当地人对新技术的适应产生的结果，对此他们仍有分歧。

此外，非印欧语族群在欧洲西部存留下来进入了历史时期。巴斯克语至今仍在使用。因此，大多数学者将印欧语言引入欧洲西部的过程视为伴随农业传播而逐渐传播的过程，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个折中的假设

在我看来，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伦弗鲁、金布塔斯的假设没有理由不能进行协调或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我们都接受印度—赫梯语起源于安纳托利亚，反对认为大草原是原始家园的传统观点。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希腊语”曾经跨越了爱琴海，而我同意伦弗鲁的观点，起初的迁徙要早得多，它是随着农业的扩散开始的。我与伦弗鲁的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迁徙族群的语言不是原始希腊语而是印度—赫梯语言的一支。使用这种语言的不同形式的族群向北扩散，在巴尔干半岛创造了公元前6千纪和公元前7千纪的新石器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加姆克列利茨、伊万诺夫和金布塔斯的观点都不同。

接下来，我将探讨W．H.古迪纳夫（W．H．Goodenough）在1970年提出的方案。他主张来自大草原边缘农业文明地区的族群发展了游牧技术。在这里，兼事农耕和游牧的印度—赫梯语族群，在公元前4千纪创造了库尔干文化和狭义上的印欧语。
(27)

 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那种认为库尔干文化和印欧语言是从大草原开始传播的保守观点。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所称的古代欧洲方言（凯尔特语、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可能还有吐火罗语）起源于北方方言，并且较早迁移出来，而印度—雅利安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来自南方方言。

讲印度—伊朗语的族群似乎是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从北方渗透到伊朗。在公元前2千纪，他们进入中东地区，并且征服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显然已经把自己称为雅利亚（Arya），即雅利安人。考虑到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使用这个名称，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雅利安”这个词有一个亚非语系的词源。它是从闪米特语进入印度—伊朗语的外来词。在乌加里特语中，名字>
 ary作为一个高贵词汇使用（指一个民族的名称），但是>
 ary（“伙伴”）这个词则显然和埃及语具有相同词义的词汇ἰrἰ存在亲缘关系。
(28)

 这种亲缘关系只是众多语言迹象中的一个，表示印度伊朗人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闪米特语族群有着紧密的联系。胸怀广阔的印欧语专家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Oswald Szemerényi）主张，原始印度—赫梯语中的五个元音（a，e，i，o，u）在印度—伊朗语中简化为三个元音（a，i，u），是与使用三个元音体系的闪米特语族群接触的结果，这似乎有道理。
(29)

 切梅林伊强调，这个基础的借用显示，这种接触非常密切。

原始希腊人和弗里吉亚人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和公元前2千纪早期，携带着库尔干文化，迁居到整个巴尔干半岛。这些希腊人在克里特岛和东爱琴海做了短暂停留，印度—赫梯语在那里存在了几个世纪。弗里吉亚人继续迁徙到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原始亚美尼亚人似乎在乌加里特统治者驱赶下，在公元前7千纪从弗里吉亚到达他们后来的家乡。
(30)

 原始印度—赫梯语言使用者远离安纳托利亚人，生活在大草原的第二故乡，彼此之间的联系相对密切。这种模式可以解释横切入印欧语言中的同言线的复杂性。
(31)

 特别是，它可以解决诸如被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视为波罗的—斯拉夫—印度语同言线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些语言属于完全不同的分支。
(32)

 这个模式同时也将印欧语言的多样性与库尔干文化的考古证据联系起来。

印度—赫梯语在东欧的传播可能是从安纳托利亚开始，明显遵循着语言伴随着农业的传入而扩散这个共同模式。另一方面，印欧语言的扩散在狭义上是从黑海北部大草原开始，似乎是后期征服、移民和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些可能与马的驯养、手推车以及后来双轮战车的产生都有联系。
(33)

 这表明这种广泛的发展不能用一种原因解释，学者们应该始终警惕类似的变化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变化过程导致的结果。

语言借用表明印欧语系起源于安纳托利亚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强调他们的原始家园在安纳托利亚的观点，列举了原始印度—赫梯语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及附近地区的语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关于语音学的观点将在第5章讨论。在本章，我们看一下他们认为从其他语言或者语言家族进入传统的原始印欧语的外来词。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发现一个外来词，从哈梯语-prass-变成赫梯语的paršana（“豹”）。他们指出在加泰土丘和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对于豹的崇拜相当重视。
(34)

 这种语源说明不是简单易懂的，如同paršana可能与印欧语言词根√prs、√prd、√prq及亚欧语言词根√prq有联系，它们的意思都是“撕、抓”。
(35)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从原始印度—赫梯语进入哈梯语言的外来词一些更清楚的例子：原始印度—赫梯语词根√wer（“水”）和√ai（“给予、拿走”）出现在哈梯语中。
(36)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还主张，埃兰语中存在着来自原始印度—赫梯语的外来词；其中，ta（“放置、摆放、位于”）与原始印欧语的*d［h］
 eH非常匹配。他们还认为埃兰语中luk（“火”）源于原始印欧语的*l（e）ukh
 。
(37)

 然而，这也同样源于一个（前）原始诺斯特拉语词根（如果埃兰语是达罗毗荼语的一种的话，那么它属于一个更大的语系）。博姆哈德和克恩斯将原始印度—赫梯语的*lew-k［h］
 纳入一个原始诺斯特拉语词根*law-/lew（“光亮”）。他们提到亚非语以-h结尾的词形。然而，他们没有提到埃及语词汇rqḥ（“光、火”）（一般在科普特语中写作rōkh或rokh）。这种词形标明两种可能性：（1）以/kh/结尾的词形存在于原始印度—赫梯语言之外的原始诺斯特拉语；（2）这一埃兰语词汇可能是来自亚非语系的外来词。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也同样为埃兰语的pari（“继续战斗、进军”）提供了词源学解释，认为它来自原始印度—赫梯语的*ph
 orH。
(38)

 这个词汇看起来最终是与原始诺斯特拉语词根*√ph
 ir（“生产、出示”）存在亲缘关系；它和埃及语的pri、科普特语的peire（“走、出来”）甚至更接近。
(39)

 其他埃及语中的对应词包括pri（“攀爬”）、prt（“仪式游行”）（这些词也用于指天狼星的升起）以及prw（“游行”或者“洪水退却后出现的土地”）。

Pari/e仅是从原始印度—赫梯语进入胡里语中的众多外来词之一，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还提出了它后来的乌拉尔图语词形。因为这些语言总被认为是东北高加索语和纳得内语，所以它们没有相同的诺斯特拉语词根。但是，如果这些语言与原始印度—赫梯语存在相似之处，那么我们不能确定它们来自诺斯特拉语的哪一分支。例如，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胡里语的ass-起源于原始印度—赫梯语的*es（“坐下”），博姆哈德和克恩斯认为起源于一个原始诺斯特拉语词根*>
 asy
 /*>
 esy
 （“放下、放置、坐下”）。还有埃及语的ist和苏美尔语的as-te和es-de（“座位、宝座”）。
(40)

 胡里语词形可能是对后者的借用。类似地，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主张，胡里—乌拉尔图语ag-来自原始印度—赫梯语的[image: ]
 （“领导”），博姆哈德和克恩斯则认为它是诺斯特拉语词根，这在原始印度—赫梯语和原始亚非语中都有证实。
(41)

 因此，胡里语词形也可能来自闪米特语。同样，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主要观点是，哈梯语的kait（“谷物”）和胡里语的Kad/te（“大麦粒”）来自原始印度—赫梯语*Hat>
 （“谷物”）。因此，他们认为：“在原始印欧语言中出现一个表示谷物的共同词汇，哈梯语和胡里语将与这一观点吻合，即农业和某种特定谷物的种植在原始印欧语、哈梯语和胡里语地区得以发展。”
(42)



考古学上的观点赞同包括大麦在内的谷物多元化多种植，这一点在上一章已讨论过。
(43)

 甚至词汇的词根本身也为他们的论点提出了问题。多尔戈波尔斯基提出在亚非语和达罗毗荼语都发现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χänt（“谷粒、谷物”）。
(44)

 博姆哈德坚定地反对这个观点。
(45)

 然而，-ḥinṭ，这个闪米特语词根而非原始亚非语词根，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原始印欧语的*Hand［h］
 （“可以吃的植物”）起源于其他语言］。
(46)

 然而，-ḥinṭ在乌加里特语和希伯来语中成为ḥţṭ，这个变化标明/n/的同化现象（类似的变化过程在许多高地东库希特语言中也发生过）。
(47)

 这样的词形可能被借用到了原始印度—赫梯语中，或者是在其中独立发展产生的。鉴于可能诺斯特拉语词根，以及更有可能的安纳托利亚语词形是从临近的闪米特词形那里借用而来的，我们没有道理相信一般谷物的种植，尤其是大麦的种植，是从西南亚而不是更为遥远的南方开始的。


 印度—赫梯语对其他语言的借用

尽管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的原始印度赫梯语、哈梯语、胡里安语和埃兰语之间的某些借用词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对原始印度赫梯语起源于安纳托利亚语的论证还有其他材料支撑。他们列举了大量的他们认为南高加索语进入原始印度赫梯语的借用词。南高加索语或者格鲁吉亚语在高加索西南部和安纳托利亚东部。格林伯格不认为南高加索语属于亚欧语系，虽然他愿意承认它属于更大的诺斯特拉语系。他也同意捷克语言学家瓦克拉夫·布莱泽克的观点，认为南高加索语和亚非语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关联。
(48)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了南高加索语与原始印度赫梯语存在着相互关联的20个例证，他们认为这些词语是南高加索语对原始印度赫梯语的借用。多尔戈波尔斯基和博姆哈德，两个人都认为有一个词汇（但不是同一个词汇）来自诺斯特拉语系。
(49)

 印欧语专家J．P.马洛里（J．P．Mallory）相信，这些类似性或许有一个类似于遗传学的根源。
(50)

 尽管如此，一些词汇能够成为借用词，这样一来就使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原始印欧语或原始印度赫梯语起源于安纳托利亚的观点更加有说服力。
(51)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也为他们对原始印度赫梯语的安纳托利亚原始家园的论证提供了证据，他们认为来自bἰt的原始印度赫梯语*b［h］
 ei（“蜜蜂”）有埃及语词源。或许是这样，但它更有很可能是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甚或原始世界语的词根；下文将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没有提到另一个可能的原始印欧语对埃及语的借用，即词根*√k［h］
 alp，表示与“隐藏、偷窃”相关的概念。博姆哈德认为，表示这些意思的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k［h］
 aly/*k［h］
 Ely在印欧语和达罗毗荼语中被证实。
(52)

 该词根，像*kir一样，也存在于亚非语中。
(53)

 不过，所有以-p结尾的词形，形成了词根*klep。它显然与埃及语kзp（“掩盖、隐藏”）同源。
(54)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也列举了一些被原始印度赫梯语借用的苏美尔语词汇。其中有两个与农业相关。他们认为第一个即苏美尔语agar（“被灌溉的土地、谷地”）是原始印度赫梯语[image: ]
 （“田亩、土地”）的词源。该词是通过对北部闪米特语族的苏美尔语词汇>
 ikkår（“劳动者、农夫、耕种”）的借用形成的。不过，该苏美尔语词汇在语义上与那个原始印度赫梯语词根更接近。
(55)



第二个词语借用更加复杂。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原始印度赫梯语*k＞o
 ou（“公牛、母牛”）的词源是苏美尔语*Nu［d］（=gud，gu），并且可能是埃及语ngзw（“长角的公牛”），ngзw有时缩写为ng或gw。博姆哈德和克恩斯确认了同样的词根，但是他们主张，它是诺斯特拉语词汇，基于苏美尔语词源而来，并且与一个达罗毗荼语词根类似。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埃及语词源的词形。
(56)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埃及语中的软腭鼻音/n/的系列音和一个咽音与印欧语中的声门闭塞唇软腭音类似。他们将这些词形和“古汉语”的*<
 kuo和[image: ]
 联系在一起。
(57)

 然后，他又将这些词形与阿尔泰语词形联系在一起，并且重新声称，“关于‘野牛’和‘长着长角的牛’这两个词语的语言学证据的一致性表明，近东是人类第一个熟悉野牛和被驯化的牛的地区”。
(58)



正如前一章所表明的那样，关于牛的驯化存在着至少三处区域，两处在亚洲，一处在非洲。
(59)

 埃及语ngзw可能是表示牛的不同词汇的出现导致的结果。令人费解同时又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词汇可能有非洲语上，也可能有亚洲语上的联系。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一个亚非语词根*gar（“牛犊、公牛”），它为ngзw和*Nu［d］（=gud，gu）都提供了一个同样好的词源。
(60)

 可能的亲属词形gw能够被放置于另外一组亚非语系语丛中，*gaw也在柏柏尔语、东乍得语和奥摩语中得到证实。

最后是词首ng。表示牛科动物的主要原始亚非语词根是*ɬa。尼日尔—刚果语的基础词根*na与ɬa之间可能有也可能没亲缘关系。
(61)

 沃洛夫语中的词尾-nag“母牛”被推测，可能是对词尾-g的扩展。
(62)

 沃洛夫语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大西洋语族。在古老的班图语——巴萨语（Basa，该语言在喀麦隆使用）中，该词是nyàga。
(63)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认为埃及语ngз起源于词根*nag［i］H，同时，他们也认为阿拉伯语najat（“绵羊”）和西乍得语*nungi（“母牛”）来自这一词根。
(64)

 但是，他们对西乍得语*nungi不能肯定，因为该词可能是从nage那里借用而来，它是*nungi在富尔贝语中的对应词，富尔贝语是富拉尼人使用的语言，是另一种大西洋语。
(65)

 塔卡克斯没有将ng或ngaw列入可能从非—亚非语系语言借用到埃及语的列表中。不过，此处可能会出现一个埃及语联系。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也提出了两个词源说明，它们暗示一些苏美尔冶金术传入了原始印度赫梯语族群。第一个是原始印度赫梯语*r（e）ud［h］
 （“红色、铜、矿石”），来自苏美尔语urudu。他们令人信服地声称，金属名称经常来自色彩术语。就此而论，有趣的发现是，在一个双语词汇表中，埃卜拉语对苏美尔语urudu的解释是kàpálu/kàpáru。
(66)

 它明显源于西闪米特语√kpr，这是一个具有很多含义的词根。其中的含义可见于希伯来语kōp（p）er，即用作红染料的“指甲花”（henna）
(67)

 如果kōp（p）er（“红色”）也有“铜”的含义，那么塞浦路斯（Kypros/Cyprus）显然是西闪米特语对该岛的命名，它以产铜而著名，该岛源自金属名称的地名并非在拉丁语中发现的cuprum等。
(68)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的第二个词源说明，是原始印欧语的金属名称*（a）wes（kh
 ）（“黄金”）是从苏美尔语guskin（“黄金”）那里借用而来。该原始印欧语的词形或许不可靠，但是他们认为表示黄金（人类第一次加工过的金属）的名称，经常用来表示铜或其他金属，这种论证似乎是有道理的。
(69)

 这些词形表明，原始印度赫梯语族群的确知道这些软金属，并且他们从苏美尔人那里学来了关于它们的知识。
(70)



原始印度赫梯语/原始印欧语与闪米特语之间的语言借用

根据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观点，原始印度赫梯语的借用语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部分来自闪米特语。考虑到印欧语研究的起源，大多数印欧语专家强烈地反对关于这些语言借用的观点
(71)

 ，便不足为奇了。

原始印欧语*t［h］
 auro
 （“公牛”），起源于闪米特语√tawr。这一词源分析最迟出现在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在1836年出版的书中。
(72)

 它不存在于赫梯语中，这就使得这一语言借用与安纳托利亚之间没有联系，尽管它与闪米特语族群有接触，但它更有可能起源于那里而非黑海北部的一支原始印度赫梯语。该词根也不见于其他亚非语系分支，这使得这一语言借用的指向不明确。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遵循传统观点论证：根据词根结构，该词是印欧语对闪米特语的借用，并且期望印欧语*th
 原本将会被翻译为*th
 而不是齿间音*t。
(73)

 但是，这一论证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因为，一些学者认为被重构为原始闪米特语齿间音*t的发音，被其他学者认为应该是送气清辅音*th
 。
(74)




原始印度赫梯语*G［h］
 ait’
 （“小山羊、山羊”）。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指出，该词形仅出现在印欧语系两个分支语言即意大利语和日耳曼语中。由于这些语言分支极为古老并且距离西南亚非常遥远，所以该词是一个从闪米特语进入原始印欧语的借用语。多尔戈波尔斯基主张，它源于诺斯特拉语，并且列出的对应词不仅有来自其他亚非语的还有来自达罗毗荼语的。
(75)

 然而，博姆哈德并未将其列出。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也不认为这是一个亚非语词根。不过，大卫·科恩（David Cohen）将*gady（“小山羊”）作为共同的闪米特语词根列出，并且索尔·莱文认为，*G［h］
 ait’和那些闪米特语词形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
(76)

 莱文也列举了汉语言学家张聪东（Tsung-tung Chang）的观点，古汉语中表示山羊的词汇为*kåt（即现代汉语中的“羯”）。
(77)

 张聪东认为，这是来自印欧语的语言借用的观点要比这些对应词是原始世界语的一种随机巧合的观点更合理。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吐火罗语中找到它的对应词。但是，如果*kat而非*ziang（羊）过去是表示山羊的标准名字，那么关于这一距今6000年左右山羊早期出现的考古学证据，将会表明存在着印欧语的早期扩散。
(78)

 总而言之，原始印度赫梯语*Ghait’明显可能是从闪米特语进入原始印度赫梯语的借用语，虽然诺斯特拉语中存在着一个表示野山羊而非驯化山羊的共用词根。


原始印欧语*ag［ho］
 n̬o
 （“羊羔、小绵羊”），源于闪米特语*‛igl（“小动物”）。古兹语词形‛gwl甚至更为接近。
(79)

 不管是多尔戈波尔斯基、博姆哈德还是克恩斯，都不认为它是诺斯特拉语词根；但是，*‛igal（“母牛、牛犊”）明显是一个亚非语词根，并且似乎毫无疑问，它是从闪米特语借用到原始印欧语中的，反过来则不成立。
(80)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解释，印欧语/n/而非/l/是“印欧语中带*-n-的、表示驯化动物的大量词语”的存在导致的结果。
(81)

 我发现，和在第2章中提到的介词的情况一样，相信印欧语保存了最初的发音的观点更容易。
(82)




原始印欧语*qh
 éoph

 （“猴子、猿”）。该词形遍及整个闪米特语和埃及语，前者为*qop，后者为gi/wf。［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假定似乎有道理，原始印欧语中存在的送气清塞音证明词首/k-/或/ø/是对梵语kápi的借用以及冰岛语api和英语“ape”（猿）对希腊语kebos的借用。］两位作者将它们解释为后腭闭塞音*q的变体。它们来自后腭重读塞音（不一定是声门音）的观点是具有说服力的，即便语言中的交替拼写q/ø并不规律。
(83)




原始印度赫梯语*b［h］
 ar
 （“谷物、去壳谷粒”）。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主张，这一定是一个借用语，因为它罕见的/a/词根发音。正如他们所主张的那样，√bar/√bur在闪米特语和亚非语中都非常普遍地存在。
(84)

 不过，博姆哈德和克恩斯认为，bar/bər是诺斯特拉语词根，并且也能在达罗毗荼语和苏美尔语中找到。
(85)

 这种看法虽然没有摧毁但是削弱了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关于*b［h］
 ar是从闪米特语传入原始印度赫梯语的借用语的观点的可信性。


原始印欧语*d［h］
 oHnā
 （“谷物、面包”）。这个词根仅在印度—雅利安语的波罗的海语和吐火罗语中发现。词根*duḥn（“小米”）似乎也仅存在于闪米特语中。
(86)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发现，原始闪米特语/ḫ/到原始印度赫梯语喉音H的转变比反过来的转变更容易。
(87)




原始印欧语*Hand［h］
 （“可食用植物”）。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希腊语ánthos（“花”）和亚美尼亚语and（“田地”）都源自梵语ándha（“生产神圣甘露的植物”）。并且，他们认为这一词形来自闪米特语*ḥinṭ（“小麦麦粒”）。
(88)

 20世纪早期的印欧语词典编纂学者尤利乌斯·波科尔尼（Julius Pokorny）认为词根*andh连同吐火罗语ant（e）（“平原”），与梵语ándha存在着同样的词源联系。尽管这些亚美尼亚语和吐火罗语词形完全可以存在亲缘关系，但是，我将在第十章中论证，希腊语ánthos（“蔬菜、生命力”）来自埃及语nṯr（“蔬菜、生命力”）比来自一个原始印欧语词源看似更合理。
(89)




原始印度赫梯语*k’o
 ern
 （“磨石”）。该词与闪米特语词根√gurn-的对应关系至少在赫尔曼·穆勒1911年写的书中便已被发现。
(90)

 迄今为止，它还没有在其他亚非语系分支语言中被发现。博姆哈德和克恩斯提出了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Gar-*Gəṛ-，他们将它与南高加索语、达罗毗荼语以及印度赫梯语的*gh
 er、*gh
 or联系起来，认为它是[image: ]
 （磨碎）等词的词源。
(91)

 博姆哈德和克恩斯不同意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观点，他们认为“quern”（手推磨）不是与*gurn而是与另外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k’w
 ur-/*k’w
 or-（“压碎、磨碎”）存在着词源联系，该词根没有亚非语词形。
(92)

 考虑到该词根的重读辅音声调的不确定性，我认为博姆哈德和克恩斯在这个问题上过于严谨。此外，考虑到该词根的闪米特语特性，*k’w
 ur-/*k’w
 or-和*Gar-*GEr-之间的确存在着亲缘关系。如果像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那样提出一个由闪米特语进入原始印度赫梯语的借用语，那么博姆哈德和克恩斯在将闪米特语词根与那些以辅音为字首的原始印欧语进行遗传学联系时所面临的困难便迎刃而解。
(93)




原始印欧语*Med［h］
 u
 （“蜂蜜，蜂蜜制成的饮料，蜂蜜酒”）。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该词是对闪米特语词根√mtq的借用。他们的推理是，复杂性的降低要比复杂性的提高更常见，并且该词根不仅作为名词在印欧语中被证实而且作为名词和动词也在闪米特语中被证实。因此，他们将它视为起源于闪米特语的借用语。
(94)



事实上，该词根被证实不仅仅存在于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中，它存在于更多的语系中。词干*mit和*bit（“蜜蜂”）和它们的产物*mel（“蜂蜜”）普遍存在于亚非语系中。
(95)

 词根*mit和*bit也在诺斯特拉语系之外被发现。表示蜜蜂和蜂蜜的重构汉语词汇是[image: ]
 。
(96)

 它可能是来自印欧语的借用词，虽然不太可能。研究非洲语的刚果语专家泰奥菲勒·奥本加（Théophil Obenga）也指出了尼日尔—刚果语中明显的对应词。
(97)

 莱昂内尔·本德认为*bim、*bi或*mbe（“蜜蜂、蜂蜜”）是源于原始尼罗—撒哈拉语的词根。
(98)

 类似的词形甚至存在于波利尼西亚语中。
(99)

 如此一来，这些词形的词根可能是原始世界语。的确，狩猎族群和采集族群喜欢享用蜂蜜。


原始印度赫梯语*P［h］
 elek［h］
 u-
 （“斧头、战斧”）。自从19世纪中期楔形文字被破译之后，学者们惊讶于荷马史诗中希腊语pélekus与阿卡德语pilaqqu之间的相似性，两者的词义都是“斧头”。
(100)

 他们了解到，尽管pélekus是一个不常见的印欧语词形，但是它在梵语中有一个规则同源词parasú。此外，他们还意识到，具有“劈开”和“砍刀/斧”词义的闪米特语词根√plq和√plg广泛存在。
(101)

 他们因此认为，pilaqqu和pélekus之间不可能存在着亲属联系。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对这个难解问题提出的处理是，令人信服地主张它是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语，当时希腊语和印度—雅利安语这些印欧语分支仍未分裂。这一变化过程一定发生在印度—雅利安语软腭音k［h］
 y＞s彻底转变为S音之前。
(102)




原始印欧语*Sek［h］
 ūr-
 （“斧头、战斧”）。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它是来自闪米特语词根sukurru（“标枪”）的一个借用语，该词被证实存在于阿卡德语中，并且拉丁语secūris和旧教斯拉夫语sekyra（“斧头”）来自希伯来语segor（“斧头”）。这两种语言都属于他们所描述的古代欧洲方言，这一事实使他们确信该词形是一个早期借用语。
(103)



然而，这一构想中还存在着其他难题。首先，词汇ságaris（5）（“斧头”）存在于希腊语中，并且像几乎所有以s-为字首的希腊词汇一样明显是借用语。既然它和斯基泰人和波斯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词应该来自这些语言，但是尚未在印度—雅利安语中发现它的任何踪迹。Ságaris也被广泛地认为是希伯来语səgor（“战斧”）的词源。
(104)

 闪米特语词根√sgr的含义是“关住、关闭、囚禁”。词语səgôr的含义是“围起来、包起来”。拉丁语sēcurūs一般被认为来自印欧语词根*sek（“砍”），并且可能是印欧语词根*sek（“砍”）和cūra（“消除担心”）演变的结果。这一迷人的古代解释明显是一个语言的通俗演变。来自迦南语（可能是布匿语）的借用语səgôr或者√sgr的被动分词形式sågur/såkur更加有可能是如此。交替拼写sgr/skr在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中都可以找到。


原始印欧语K［h］
 laHw
 （“锁、关、钥匙”）。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该词形源于闪米特语词根*k-l（“控制、抑制、锁住”）。不过，博姆哈德和克恩斯假定*kh
 al-*khə
 l（“守卫、保留、看守”）是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即便他们能够在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之外找出的唯一词形是苏美尔语kal（“拿、保持、保留”）。
(105)

 该词形也很有可能来自阿卡德语kalû。


原始印欧语*naHw-
 （“船、舰船”）。在这个问题上，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具有创造性或者说有些牵强附会。他们认为*naHw-源于闪米特语词根*>
 unw（at）（“舰船”）。这一词源发展需要字首>
 u-与喉音换位，以便使词根中的元音变长。博姆哈德和克恩斯为他们描述为原始印欧语*neʕɦ（喉擦音）的词形提供了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源*noʕɦ（“帆、船”）。他们着重强调这一变化进程，并且将该词形和亚非语*neʕ-/*nəʕ（“来、去、到达、旅行”），（尤其是）埃及语n‛ἰ和科普特语na（“乘船旅行”）联系起来。
(106)

 还存在着一个类似词形nyw（“罐、舰船”），或许也与之相关。
(107)

 该词形要么是一个共同的诺斯特拉语词根，要么是一个从埃及语进入原始印欧语的借用语，这似乎要比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闪米特语词源演进更合理。


原始印欧语*k［ho］
 r（e）i
 （“买、交易、物物交换”）。20世纪早期，赫尔曼·穆勒提出该词根来自闪米特语*kri。
(108)

 它在语音上和语义上都很符合。


原始印欧语*t’ap［h］

 （“牺牲”）。该词根在从拉丁语到吐火罗语的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中广泛存在。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它的确如此，尽管可能有时与诺斯特拉语词根*t［h］
 ap［h］
 （“火、燃烧”）混淆。
(109)




原始印欧语*Hast［h］
 er-
 （“星”）和闪米特语*‛ttar（“神星、金星”）。这两个词形明显具有亲缘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亲缘关系的性质根本就不明确。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自相矛盾。他们首先论证该借用语是从闪米特语进入印欧语的，因为闪米特语中的字首‛ayin与印度—赫梯语中喉音H相对应。随后，他们进一步指出，如同在闪米特语中一样，在印欧语的不同语言分支中齿间摩擦音/ṯ/变成/s/或ø的现象非常多。
(110)

 然而，在一个脚注中，这两位作者论证，这是一个从印度—赫梯语进入闪米特语的借用语，因为*Hast［h］
 er中的组成部分可以在印度—赫梯语中被解释，但*‛ttar中的组成部分却不能。
(111)

 然而，约翰·佩尔曼·布朗（John Pairman Brown）论证，*‛ttar源于女神伊斯塔尔（Ištar）的苏美尔—阿卡德语名字。随后，他暗示，这一词形本身可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来自印欧语的、表示星星的借用语”
(112)

 。不管词源演变方向是哪一种，这两个词根的亲缘关系表明早期印度—赫梯语族群和闪米特语族群之间存在着密切接触。


原始印欧语*Sep［h］
 t［h］
 ṃ
 （“七”）。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遵循来自穆勒及其以前的观点，认为它源于闪米特语*sab‛的阴性词形*sab‛-at。
(113)

 他们论证：“比五大的数字的借用是一个在许多语言中被证实的广泛现象，它尤其可以解释为密切接触和文化互动的结果。”他们也认为原始南高加索语词形*swid源于该闪米特语的阴性词形。
(114)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不接受穆勒类似的词源说明，即他认为印欧语词根*s-ǵ-（“六”）源于闪米特语。
(115)

 波科尔尼描述道，该词根不确定是[image: ]
 或uk^s。
(116)

 该词的梵语词形是xát，但它的阿维斯塔语词形则是xsvas。字首音丛xsv在印欧语中没有对应词形。这表明，它是一个来自闪米特语词形的借用词？情况更加复杂，中缀-d-被发现于古兹语和其他埃塞俄比亚语中表示阳性词形中的“六”。阿卡德语和希伯来语的词汇以s--s/t为基础形成。传统观点认为该闪米特语词根是*sds，但它不适用于西南亚诸语言。
(117)

 索尔·莱文利用埃及语词形sis或srsw，推定该亚非语词根是*SeCS（S代表咝音或者相关的摩擦音，并且CS代表一个未加说明的辅音）。他进一步论证，中缀-d-是被插入的，以避免令人困惑的咝音。他也强调六和七相连数字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西闪米特文化中的重要性。例如，可以看到的七颗行星、一星期的七天、用于创造的七天和六天之后的休息，更不用说六十分制了。
(118)




原始印欧语K［h］
 ṛ-n
 和闪米特语*qarn（“角”）。最后，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举出了这个例证。印欧语专家阿兰·努斯鲍姆（Alan Nussbaum）在他的名为《印欧语中的头和角》的书中专门探讨这一术语。
(119)

 这是判断努斯鲍姆还有他的老师、同事以及审阅人戴有文化有色眼镜的主要指标，在他对这两个印欧语词根*kh
 er（“头”）和*kh
 ṛ-n-（“角”）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没有提及，更不用说探讨，*qarn是闪米特语中表示角的词根。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论证这是从原始印欧语到闪米特语而非反方向的语言借用。
(120)

 他们主张这一借用方向，是因为**k［h］
 ṛ-n源于词根*k̂［h］
 r（“顶部、头”），该词根不存在于亚非语系中。索尔·莱文也论证，*qarn是从印欧语传入闪米特语的一个借用语，理由是它在亚非语系的其他语言分支中未被证实。
(121)

 然而，埃及语中有词语qз（“高的”）和qзз（“小山”），它们在柏柏尔语、闪米特语和低地东库希特语（Lowland East Cushitic）中都有同源词。
(122)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将它们视为闪米特语*qarn、晚期埃及语qrty（“两个角”）和奥摩语qar（“角”）的对应词。
(123)

 不管借用方向如何，这两个词根明显的类似性，表明闪米特语族群和原始印欧语族群之间存在着密切接触。


赫梯语šall-i-
 （“国王的”），来自阿卡德语šarr-um（“国王”）。它是一个关键术语，应该是来自阿卡德语的借用语，这一点很重要，但鉴于已知操阿卡德语的亚述商人和赫梯语族群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发生过的接触，也无须对此感到惊奇。或许，这些接触发生的时间会更早许多。
(124)



在这一节结尾时，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列举或重复了大量原始印度赫梯语—原始印欧语和许多西南亚语言之间的重要词汇交换。一些词源分析看似不太可能，另外一些也可以从诺斯特拉语系中共用的词根词源衍生出来，而非语言借用解释。不过，仍有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语的核心问题，没有被解决。除非证明在安纳托利亚语和原始印欧语中都正式存在着一个借用语，不然的话，它不能够用来作为证明安纳托利亚是印度—赫梯语的原始家园的证据。事实上，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观点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跳过这一双重障碍。然而，这些词汇交换和从闪米特语传入原始印欧语的借用语的形态和结构证据——我希望能够在下文中证明——表明闪米特语族群和原始印欧语族群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在公元前4千纪原始印欧语发生分裂之前尤为如此。

超越词汇：亚非语和印度—赫梯语之间更多的借用

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性都能够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那里。然而，一般而言，借用存在着等级：最容易借用的是实义词，主要是名词；然后是功能词，即连词和副词小词；随着接触的深入，接下来是介词和后置词，这种借用涉及某些结构变化；在进一步发展，伴随着强大的文化压力，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重大结构变化。
(125)

 当我们考察亚非语和原始印度赫梯语之间的亲缘关系时，很难将那些更为基础的变化从来自诺斯特拉语的共用词源中区分出来。例如，否定词/n/通用于整个诺斯特拉语系，然而介词*en（“在……中”）、*an（“在……上”）和*ad（“往……”）（在第2章中提及过）仅在原始印欧语和亚非语中得到证实。
(126)

 因此，要么它们可能是其他语言分支不使用的、诺斯特拉语共用的词形，要么它们是借用语，可能来自从闪米特语到原始印欧语的借用语。

一个带有类似模糊意义的形态特征是词尾/-i/，它用在印欧语中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上时，一般意思是“属于”；后来，它用作表示所有格或方位格。这种状况也出现在亚欧语系的其他语言（如阿伊努语、阿留申语、因纽特语）分支中，也可能出现在楚克奇语和朝鲜语中。
(127)

 然而，具有印欧语对应词的亚非语甚至更为明显。所谓的nisba词形/-i/（“属于”或“……的人”）既能在埃及语中又在闪米特语中找到，诸如Iraqi（伊拉克的）、Baghdadi（巴格达的）、Jordani（约旦的）、Israeli（以色列的）等同时代词形。在原始闪米特语中，nisba和带有所有格词尾联系在一起，这些所有格词尾能够在埃卜拉语、阿卡德语和阿拉伯语中找到；并且，原始印欧语[image: ]
 也是如此。
(128)

 因此，这些一致性像那些介词的一致性一样，它们表明存在着该原始印欧语对诺斯特拉语词根或亚非语词根的借用，或者对两者的借用。


 印欧语基于性别的性体系发展

对像性这样基础的结构体系的“借用”，要求不仅存在着两个语言族群之间的密切接触，而且存在着词汇以及其他语法要素的交换。在第三章中，我认为，亚非语系中的双性词性体系可能源于科伊桑语。在那个问题上，处理的是非常遥远的过去，并且我们对东非的科伊桑语几无了解，所以，只有可能发现一些词汇借用。在亚非语，或者尤其是闪米特语和原始印欧语的问题上，如上文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有更多的证据。

根据传统定义，“性是反映在相关词行为中的名词种类”
(129)

 。根据这一定义，性在世界各语言中是极为普遍的存在。然后，我关注的是反映有生命—无生命和阳性—阴性对比的双性体系的有限子集，它们明显不经常出现。

尽管性别—性体系可以在（狭义上的）印欧语的每一个语言分支中找到，但是这一体系提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
(130)

 其一，印欧语是唯一一种存在着基于性别的性的亚欧语系语言；其二，语言学家普遍承认性体系不是印欧语的基本体系。像其他语言一样，原始印度赫梯语有一个二元结构倾向。在这种情况里，主要是“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的二元结构。成对的动词也符合这种分类。
(131)

 被动名词以-om为标志，主动名词先是没有标志，后来则以词尾-s或-os为标志。主动名词的复数形式通过添加一个-s形成。被动名词不被认为具有复数形式，因此它们要求动词使用单数形式。不过，有时它们被认为有一大群，出现这种情况则以*-ā标识出来。
(132)



这个观点的主要部分被普遍认可。然而，这些词尾怎样与阴性词结合在一起，却被热烈讨论。1906年，新语法学者卡尔·布鲁格曼论证，一些语义转变“导致只有两个或三个抽象的或集合的/ā/和词干或词形[image: ]
 指明词语的阴性，这少量词形的类似性吸引力足以把标明为阴性的大部分词语划入这一独具特色的阴性词种类”
(133)

 。布鲁格曼暗示，共用的印欧语词汇[image: ]
 （*k’w
 enā）（“女人”）最初是表示“生产、分娩”的抽象词。因此，它有一个抽象词复数后缀-ā。
(134)

 根据同样无说服力的理由，他指出，原始印欧语[image: ]
 “可能最初指的是
 一大群马”。这两个例证为他提供了理由，说明语义转变会带来一个带词尾-ā的阴性词类的确立。
(135)

 随着赫梯语被破译，布鲁格曼假说的可信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首先，在赫梯语中没有发现明显的性体系；其次，元音变长可以被解释为赫梯语中实际存在的喉音导致的结果，这个喉音在印欧语系中已经消失。
(136)

 语言学家保罗·布罗斯曼（Paul Brosman）研究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关注的主题，他接受布鲁格曼的总体假设，但主张*k’w
 enā中的词尾-ā不是来自抽象复数形式。取而代之，他认为赫梯语的破译只是一个支持这种转变的巧合而已。
(137)



在关注布鲁格曼著作的那些年里，许多学者将他的观点视为闭门造车而加以抛弃。
(138)

 唯一不同的做法来自法国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和安德烈·马蒂内（André Martinet），他们认为阳性词和阴性词之间的区分是用字首的指示结构*so和*sā来进行判断的。
(139)

 其他学者做出的仍然是可能性较小的解释。例如德国历史语言学家格茨·温霍尔德（Götz Weinold）提出，阳性—阴性—中性三向区分是一种自然产物，与他所认为的印欧社会的三重结构相对应；所以，他的观点深受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和其他雅利安神秘主义者热捧。
(140)



1975年，美国语言学家洛基·米兰达（Rocky Miranda）使布鲁格曼的最初假说获得了新生，他指出一个词的类似例证可以产生一整套新的词性。根据米兰达的观点，印度—雅利安语分支孔卡尼语在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周围地区使用，当词汇čedu（“孩子”，但首要词义是“女孩子”）被从中性词划分到一个新的阴性词类型时，孔卡尼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影响到了整个体系，“中性词变成了第二种阴性词”
(141)

 。这种词性改变不及印欧语的转变激烈，印欧语从主动—被动两性体系转变为阳性—阴性—中性三向结构。不过，它展示了一个核心词汇可能具有的吸引力。保罗·布罗斯曼利用米兰达的著作，进一步支撑他对布鲁格曼观点的修正。
(142)



其他学者却仍然表示怀疑。例如切梅林伊，他具有说服力地论证，原始印欧语中的长元音不应该是因为喉音消失造成的，除非喉音被证实存在于赫梯语中，它们不存在于集合名词或中性名词的复数形式中。
(143)

 他也对赫梯语缺乏一个阴性词类的总体假设提出质疑。
(144)

 他明确指出，布鲁格曼假说构建的基础原始印欧语词根*k’w
 enā，它的最初词形是*gw
 en（*k’w
 en），他的词尾-a已经是一个阴性后缀。
(145)



印度—赫梯语词性的闪米特语起源

据我所知，在关于词性的所有复杂论证中，没有一位印欧语专家将目光投向印欧语系之外。鉴于我们所知的词汇交换和可能存在的语法影响，对于印欧语阴性词出现存在一个亚非语解释的可能性问题，似乎值得思考。如上一章所述，几乎所有的亚非语系分支都是在对阳性词和阴性词进行严格区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北亚非语系族群与印度—赫梯语族群存在的接触已被考古学证明，从词汇借用和纯粹的地缘邻近上都可以看出，毫无疑问印度—赫梯语族群知道基于性别的词性原则。

1959年，伊斯万·福多尔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性别词性的组织原则与存在于许多无性语言中的标示词性的后缀不同。
(146)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亚非语和印欧语中语音标记的两个一致性和类似性，使印欧语核心结构原则是借用的观点更加令人信服。

阴性词标记*-t（未见于科伊桑语）存在于闪米特语、埃及语、库希特语、乍得语、柏柏尔语以及奥摩语的一些例证中。
(147)

 该后缀的发音较为难确定，但是，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两个语言家族提供了一个古老的证明，原始印欧语族群可能接触过它，即该标记的支配词形在名词单数中是*-at，在名词复数中是*-āt。
(148)

 埃及学专家兼语言学家安东尼奥·洛普列诺对埃及语中单数形式的阴性标记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探讨，辅音或A-词干之后的是-at，U-词干之后的是-ūt，I-词干之后的是-it。
(149)

 在阿卡德语中，正常状态下，后缀是-at-（um）或-t-（um），在复数形式中是-āt。在独立状态（the absolute state）
*

 下，它在单数形式中是-at，在复数形式中是-ā。
(150)



如上所述，自19世纪起，语言学家们开始关注印欧语中阴性标志-a或-i以及中性复数标志或抽象标志-a的发展。这一中性复数标志也有可能是从闪米特语那里借用过来的。在阿卡德语中，抽象词汇中带有词缀-ūt。
(151)

 根据洛普列诺的观点，类似的埃及语词缀-wt是“词法上的阴性，但在应用于阳性名词时经常出现在集合名词词形里”
(152)

 。埃及学专家珍妮·沃格特（Jean Vergote）认为，中期埃及语-wt具有两个不同词义，这是他对来自科普特语的重构：第一，*-ūwat包括“真正的集合名词”；第二，*-āwat“一般被看作一类抽象名词”。
(153)

 不清楚这些埃及语-wt的重构是否适用于阿卡德语-ūt。不管怎样，早期楔形文字的不准确性使这个想法极有可能成功。在苏美尔语中，表示它的文字似乎已经被设计好了，/w/比较罕见，并且可能比较次要。因此，在公元前3千纪，它被用来表示wa、we、wi和wu。
(154)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āwat和*-ūwat明显足以解释赫梯语集合名词后缀-ā，还能够为它与原始印欧语阴性后缀-ā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原因。

在原始印度赫梯语或原始印欧语中，找不到词尾*-t的踪迹。不过，阻止借用闪米特语词尾-at的语音障碍不是像人们猜想的那么大。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t在词尾的位置明显很不稳定。当被暴露时，就像当格或非重读动词词尾消失时一样，-t是要被去掉的，它前面的元音变长以作补偿。这一针对不同词形的变化过程在不同的语言中发生的时间是不同的。在埃及语中，-t是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00年的晚期埃及语中被去掉的。
(155)

 在迦南语方言中，从-at到-āh的变化过程可能会出现得更晚一些。
(156)

 当然，这类变化会发生得很晚，以至不会影响到原始印欧语，更不用提原始印度赫梯语。

然而，埃卜拉语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它发生于公元前3千纪中期。
(157)

 埃卜拉语在叙利亚北部用于书写，因此它距离印度—赫梯语或印欧语的任何原始家园都很近；在这一语言中，-t不仅在作为词尾暴露时，而且在作为格尾被保留时，都频繁地被去掉。
(158)

 如果这一结构表现在书写中，它的变化过程可能要比先前发生在口语中的过程历时更长久。当-at和-āt被“-a”或“-a-”替换时，元音变长的情况不出现在埃卜拉楔形文字中。然而，/ā/极有可能是发音的，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补偿来推断，并且也因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使用于叙利亚北部的阿摩利语中，“独立状态中的-at是被-ā替换的”
(159)

 。

考虑到闪米特语和原始印欧语的词性体系具有结构相似性，并且它们表示阴性名词和集合名词的标记也具有结构相似性；所以，某种程度上的借用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不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性质，都远远不能确定。在考查这些因素之前，我们将首先探讨在安纳托利亚的赫梯语中存在的词性种类问题。如上所述，学术界一直认为，赫梯语中不存在词性的痕迹。并且，通用于亚欧语系的主动—被动词性体系仍然牢固地存在于赫梯语中。

有些学者论证，性别互补性指示（用于表示该种类成双成对的不同词干：公羊—母羊、公猪—母猪或者男孩—女孩）的存在表明基于性别的词性体系是不存在的。福多尔否定了这一思路，指出这样的明显不同的词形在带有牢固词性体系的印欧语中到处存在。
(160)



如上所述，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表示集合名词的-ā的确存在于赫梯语中。
(161)

 一小部分学者主张原始印度赫梯语的三向词性体系存在于原始印欧语从安纳托利亚语分离出去之前，但是，如切梅林伊在1985年所表达的那样，“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162)

 。不过，三向词性体系可能不存在于安纳托利亚语中。

关于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的最低限度的假设是纯粹的结构借用，原始印欧语族群知道一种由性别—词性组织起来的语言，所以他们用他们自身的集合名词词尾-ā表示这一新的词性。和这种推理区别不大的是，在公元前4千纪晚期，原始印欧语族群由于知道至少一种最为密切接触的闪米特语使用-ā标示的阴性词汇，他们便更加有可能采用一个标记表示这个新词性。

假设原始印度赫梯语的集合名词词尾-ā本身来自亚非语词尾*-āwat，虽然具有吸引力，但明显带有更强烈的猜想。
(163)

 首先，如果有学者将印度—赫梯语的解体定在公元前5千纪，那么这样一个集合名词词尾在这个年代之前的传入，将会要求存在一个相对临近的亚非语言，它的词尾-t已经消失。人们的确不能认为它是埃卜拉语，在古代它距离遥远；虽然上文提到的晚近证据表明整个亚非语系中词尾-t具有不稳定性。也很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闪米特语族群已经在叙利亚北部被稳固地使用。
(164)



另外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在阴性单数词尾传入之前，集合名词词尾将不太可能引入安纳托利亚语。事实上，一些细小的证据表明赫梯语使用-a作为阴性标记。如果切梅林伊是正确的，那么在赫梯语共同语中发现的原始印度赫梯语词根*√gw
 en（*k’w
 en）和词尾-ā，可能已经在安纳托利亚语中成为一个阴性后缀。不过，这一标记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安纳托利亚语建立起了一套性别—词性体系。
(165)



也有可能*k’w
 en本身是从闪米特语那里借用而来的。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假定了一个亚非语词根*kün（“女人、共妻”）。阿卡德语[image: ]
 和阿拉伯语kann-at在其他语言中如柏柏尔语和西乍得语中被发现。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认为*kwin-（“女人”）在阿加瓦语（Agaw）中的演变是没有规律的。
(166)



无疑，安纳托利亚语中能够找到的性别—词性踪迹要比其他印度—赫梯语中的少。这可能是因为闪米特语对印欧语的影响更为深远。另外一个可供考虑的原因是，安纳托利亚语中的词性可能被缺乏性别—词性体系的周边语言和底层语言限制或者抵消，如哈梯语、南高加索语、胡里安语、苏美尔语、埃兰语等。

事实上，很容易理解闪米特语在公元前4千纪是如何影响安纳托利亚语的。公元前4千纪中期，埃卜拉开始了城市生活，作为所谓的乌鲁克人（操苏美尔—闪米特语的族群）建立起的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它连接着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朗、叙利亚和中部安纳托利亚。在1500年前，亚述商人被记录出现在了讲赫梯语的卡鲁姆卡内什（Karum Kanesh）。
(167)

 就我注意到的而言，极少有考古学证据证明，西南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在公元前4千纪原始印欧语解体之前，便存在着交往。不过，根据词汇分析，有学者论证，这一时期的黑海周围存在着贸易。
(168)



如果将这一考古学证据稍微加以延长，闪米特语和原始印欧语之间进行交换的语言学证据就变得有说服力了。词汇借用会受到上述的语法借用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没有理由拒绝阴性词性观念会从闪米特语传入原始印欧语，并且几无理由拒绝阴性标记-ā有相同的词源。如上所述，印度—赫梯语集合复数词尾-ā源于亚非语*-ūwat或*-āwat的情况，是远远不够清晰的。

印度—赫梯语或印欧语族群借用该阴性词性，并不意味着亚非语系严格的二元性别—词性体系被仿用。印度—赫梯语的早期“主动”词性被割裂为阳性和阴性，但“被动”词性仍然是中性，它的原始标记*-om被保留在了单数形式里。被借用来的集合标记*-ā用作表示复数形式，但是，作为集合标记，它使动词采用单数形式。这样，印欧语发展出了它独特的三向词性体系。


 结语

印欧语专家和其他历史语言学家甚至没有考虑过，印欧语和亚非语系词性体系之间有着极为明显的共同类似性，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可能的亲缘关系。学术界的总体趋势是对明显问题避而不谈，这是一个例证。这种特殊的情况表明在新语法学派学者的语言学传统中形成的男性和女性仍然不愿意或者未能“突破画地为牢的做法”。不过，必须承认，在探讨印欧语专家研究亚非语系和印度—赫梯语系中单个语言之间交流可能性的看法时，这个传统还是能够发挥它的有限作用的。

本章探讨了印度—赫梯语和印欧语的起源以及它们与亚非语系在公元前3千纪之前的接触。在本书的其余部分里，我将探讨印欧语的一种（即希腊语）和亚非语的两种（即西闪米特语和古埃及语）在其后3000年间的语言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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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对它的两种翻译la＞（1632）和sŝ＜（2323）做了区分，参见Orel and Stolbova（1995）。关于*na，参见Blench（1993b，73）。


(62)
  这个词尾与苏美尔语和古代汉语中的词尾（高本汉的术语）类似。


(63)
  Ndigi（1997，158）./ng/的发音也见于南班图语，例如参见齐切瓦语（Cinyanja）ngombe（“母牛，公牛”）。


(64)
  Orel and Stolbova（1995，396 §1832）.


(65)
  参见Mainz（1993，82）和Bilolo（2001，65）。


(66)
  Dahood（1981b，282）.


(67)
  Dahood（1981b，282）.达呼德（Dahood）的假设是，√kpr是一种导致kipper（“赎罪”）（如犹太教赎罪日里做的那样）的（铜制成的）kōōper，虽然牵强附会，但也存在可能。关于对B类线形文字kuparo指的是指甲花的论证，参见Helck（1979，125）。


(68)
  不过观点，参见Waetzoldt（1981，366）。


(69)
  参见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618，773）。Pokorny（1959，86-7），他没有收录这个词根。波科尔尼将*auso（“黄金”）和*au̯es（“光，早晨”）联系在一起。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的词尾很难得到合理的证明。另外一个例证出现在汉语中，同一个字*ki̯em（即后来的jin），即用作表示“黄金”，又表示“金属”。


(70)
  Mallory（1989，121）.马洛里接受第一个观点，对第二个观点有些不满。


(71)
  参见Mallory（1989，120）。关于印欧语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背景，参见本书第一卷，第308—399页和本卷第一章。


(72)
  参见Lewy（1895，4）。相关的详尽研究，参见Levin（1995，13-27）。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观点反映在他们的作品的列表中，参见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769-73）。


(73)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769 and 439）.莱文明显不确定这一语言借用的方向，因为他写道它证明“印欧语的史前演变不是独立于闪米特语之外进行的”，参见Levin（1995，28）。多尔戈波尔斯基没有主张*tawr是诺斯特拉语，并且他先前将它列为从闪米特语传入原始印欧语中的借用语（1987，2）。


(74)
  关于第一个传统解释，参见Moscati et al.（1969，43-5）。关于它的反对观点，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95）。博姆哈德认为这个送气音最初的发音并不独特。


(75)
  Dolgopolsky（1998，48，no．49）.更早时，他将该词视为闪米特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借用词，参见（1987，2）。


(76)
  Cohen（1970-76，2：100-1）and Levin（1995，116-7）.


(77)
  Chang（1988，38），Levin（1995，116-7）.令人困惑的是jieyang（羯羊），指“被阉割的公羊”。与偏旁部首“羊”连写汉字jie（“阉割”），没有被高本汉（§ 313）收录，该字有很多音值来表示一些具有同样“发音”为[image: ]
 的词形，并且演变最终的结果是jie。在张聪东给出的字形中，没有该字；但是，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与*g［h］
 ait相对应。“羊”的最初词义中可能带有“阉割”的含义，这可能是因为与另一个带有jie（“阉割”）的字混淆而导致的结果。


(78)
  关于考古证据，参见Pearson（1983，120-3）。羯族（Jiegu）是一个与匈奴联系在一起的部族，带有另外一个偏旁部首，名称Wujie（乌揭）显然指的是一个邻近的族群，蒲立本将它视为维吾尔族［Pulleyblank（1983，456）］。该名称也是一个通常与匈奴联系在一起的部落。


(79)
  莱文重构了该原始印欧语词形的一个唇软腭音/gw
 /（“背景”），参见Levin（1995，105-6）。


(80)
  多尔戈波尔斯基发现了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jir（i）（“动物雄崽”），它可能是一个相关词根，参见Dolgopolsky（1998，47，no．47）。该亚非语词根，参见Orel and Stolbova（1995，247 §1100）。


(81)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769）.


(82)
  参见本书第二章注释36
 。西古拉格语中有词形gängär［Leslau（1979，3：273）］，它再一次证明/l/和/n/之间相互易变。


(83)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113）.关于印欧语中的重读塞音的讨论，见下文第五章。


(84)
  Orel and Stolbova（1995，56 §224）.


(85)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51
 以及Bomhard and Kerns（1994，219 § 24）。


(86)
  科恩等人写道，贝沙语和阿加乌语（Agau）中的这些词形是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词。参见Cohen et al.（1993，4：250）。


(87)
  Dolgopolsky（1987），多尔戈波尔斯基也认为它是一个由闪米特语传入原始印欧语中的借用语。


(88)
  关于多尔戈波尔斯基假设的诺斯特拉语词根*cant，参见上文注44。


(89)
  Pokorny（1959，40）.另见下文第十章注5—9。


(90)
  Möller（1911，99）.


(91)
  Bomhard and Kerns（1994，502 §351）.


(92)
  Ibid，497-8 §345.


(93)
  莱文令人信服地提出，*gurn中的/u/代表唇软腭音，该唇软腭音可见于日耳曼语“quern”和凯尔特语breuan。参见Levin（1995，104-5）。他认为该借用语是从印欧语传入闪米特语中的，而非从后者传入前者。


(94)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771）.


(95)
  Takács（2001，109-10）and Bomhard and Kerns（1994，657 §535）.


(96)
  Karlgren（1964，114 §405r）.


(97)
  Obenga（1993，330 §84）.


(98)
  Bender（1996，80 § ss24）.


(99)
  Witzel（1999，59）.


(100)
  在先前，他们可能对阿拉姆语词汇pilqå表示疑惑。表示“斧头”的苏美尔语词汇是balag，它明显与阿卡德语词汇pilaqqu是相关词。语言借用方向一定是从闪米特语到苏美尔语，因为plg/q深深根植于阿拉姆语。


(101)
  关于该主题的19世纪参考文献，参见Muss-Arnolt（1892，85）。相关词根√png（“撕裂”）和√pnq（“奔流”）可见于埃及语，它们在亚非语中的其他语言中有同源词。参见Takács（2001，450-2）。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重构了以亚非语词根*pal（“砍，分开”），参见Orel and Stolbova（1995，416 §1938）。他们（423 § 1979）详述了*pilaq（“刀子”）。博姆哈德和克恩斯认为plg/q是诺斯特拉语词根*p［h］
 ily
 -*p［h］
 ely
 -（“撕裂，劈开”）的扩展词；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230-1 §35）。他们中间，没有人提到埃及语或苏美尔语词形。在这种大背景下，马洛里抛弃了“这个完全讲不通的类似词汇”，因为它纯粹是“迷失的词汇”，参见Mallory（1989，150）。他的这种观点明显说明了他的意识形态立场。


(102)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620，771）.


(103)
  Sekyra也可能是从sēcūris借用而来。


(104)
  参见Brown，Driver and Briggs（1953）和Klein（1987）。


(105)
  Bomhard and Kerns（1994，409 §248）.


(106)
  如维奇赫尔所解释的那样，船的义符表明它的基本词义指的是水上航行，参见Vycichl（1983，136）。


(107)
  Orel and Stolbova（1995，399 §1850）.


(108)
  Möller（1911，141-2）.


(109)
  Bomhard and Kerns（1994，277-8 §92）.


(110)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591-2，772）.


(111)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772，n．14）.


(112)
  Brown（1995，339）.


(113)
  Möller（1911，227），这个观点也被马洛里接受，Mallory（1989，150）。


(114)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772）.


(115)
  Möller（1911，217）.


(116)
  Pokorny（1959，1044）.


(117)
  例如，参见Leslau（1979，3：536）和Szemerényi（1960b，79-146）。奇怪的是，切梅林伊基于亚美尼亚词形weks，认为该原始印欧语词形[image: ]
 ，并且字首s-只有通过根据*septm类推才增加的，参见Strangely，Szemerényi（1978）。传统的观点认为的*sweks更有可能。


(118)
  Levin（1995，405-7）.


(119)
  Nussbaum（1986）.相关讨论，另见Bernal（2001，112，411，n.17）。


(120)
  即便他们是对的，努斯鲍姆的忽略的意义也是不能低估的。


(121)
  一个相关的参考书目，参见Levin（1995，29）。


(122)
  Orel and Stolbova（1995，337 §1552）.


(123)
  Orel and Stolbova（1995，337 §1552）。霍奇没有将该词列入从闪米特语传入晚期埃及语中的借用语，参见Hoch（1994）。


(124)
  Ivanov（2001，146）.他认为该术语源于一个常用的闪米特语词根√sl（“强有力的”）。


(125)
  相关构想，参见Thomason and Kaufman（1988，74-6）。


(126)
  参见本书第二章，注释35
 —36
 。


(127)
  Greenberg（2000，153-4）.


(128)
  关于相关埃及语词汇，参见Loprieno（1995，56）；关于相关闪米特语词汇，参见Gordon（1997，108）。Moscati et al.（1969，94）对短音“-i”进行了论证；Levin（1995，127-9），莱文对长音ῑ进行了论证。关于这个所有格词尾与nisba之间的可能关联，参见Kienast（1981，90）。在贝沙语中，所有格后缀是“-i”或“-ii”；Hudson（1976，109）。


(129)
  Hockett（1958，231），在Corbett（1991，1）中被引用。


(130)
  丹麦语和瑞典语中的“通性”（“common gender”）是阳性和阴性合并的结果。不过，冰岛语和挪威语中的尼诺斯克语（Nynorsk），却将最初的三种性——阳性、阴性和中性完全保留。


(131)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255）.


(132)
  Brosman（1982，253-4）.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245-6）.他们倾向于*-aH＞å。如切梅林伊所指出的那样（1985b，20;1987，vol．1，415），它可能会误导学者们提出赫梯语中没有证据证明的喉音。


(133)
  Brugmann（1897）.这是布罗斯曼对布鲁格曼论证的概述，参见Brosman’s summary（1982，254）。


(134)
  Miranda（1975，203）.米兰达引用来自莫里斯·考吉尔（Maurice Cowgill）的私人通信，没有发现由“分娩”产生“女人”的类似情况，并且没有任何语言缺乏表示“女人”的词汇。米兰达本人支持布鲁格曼的观点。


(135)
  Brugmann（1897，27）.


(136)
  例如，参见Lehmann（1993，152-3）。


(137)
  Brosman（1982，260-1）．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245-6）.


(138)
  相关参考文献，参见Brosman（1982，254）。


(139)
  参见Brosman（1982，259）；Szemerényi（1985b，19;1987，1:414）。


(140)
  Weinold（1967）;Dumézil（1958）.对杜梅齐尔这方面的观点，马洛里有一个很好的概述，参见Mallory（1989，131-5）。


(141)
  Miranda（1975，212）.


(142)
  Brosman（1982）.


(143)
  Lehmann（1993，152）.莱曼是这样认为的：“在性作为一个语法范畴被引入之前，-h便失去了它的辅音值。”


(144)
  Szemerényi（1985b，19-20；1987，1:414-5）.


(145)
  Szemerényi（1985b，19；1987，1:414）.另一位匈牙利语言学家认为，三性体系过于古老，以至无法通过比较方法来研究，参见István Fodor（1959，190）。


(146)
  Fodor（1959，19）.


(147)
  Ehret（1995，27）.


(148)
  Moscati et al.（1969，84-5）;Vergote（1971，51）.


(149)
  Loprieno（1995，59）.最后一个后缀如果被发现存在于闪米特语之中，那么它将能解释原始印欧语尤其是印度—伊朗语中的-i阴性词形。


*
 在闪米特语中，当一个名词与其他名词不发生语法联系（grammatically linked）时，它便被称为处于独立状态。——译者注


(150)
  Buccellati（1997，77-81）.


(151)
  Buccellati，第76页。


(152)
  Loprieno（1995，60）.有趣的是，普林斯在她的详尽研究中称，传统观点认为的“中性复数形式”最好被视为集合词形，参见Prins（1997，249）。


(153)
  Vergote（1971，51）．Vycichl（1983，289），维奇赫尔以同样的方式重构了词尾-wt，参见hbsōō词条。他们的重构词形如今被来自埃卜拉语中的类似情况进一步证实；参见Garbini（1981，79-80）。


(154)
  Moscati et al.（1969，45）.


(155)
  Loprieno（1995，38）.


(156)
  Harris（1939，57-9 §§ 33-4;67-8 §44）.


(157)
  关于这些埃卜拉语文献的年代，参见本书第二卷，第211—213页。


(158)
  Dahood（1981a，180）.


(159)
  Gordon（1997，103）.


(160)
  Fodor（1959，4）.


(161)
  例如，参见Lehmann（1993，152）。


(162)
  Pedersen（1931，14），Fodor（1959，190）and Szemerényi,（1985b，19;1987，1:414）.


(163)
  Loprieno（1995，60）.


(164)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12—13页。


(165)
  Szemerényi（1985b，19;1987，1:414）.


(166)
  Orel and Stolbova（1995，329-30）.


(167)
  关于乌鲁克人的贸易体系，参见Algaze（1993），Collins（2000），以及Rothman（2001）。关于卡鲁姆卡内什，参见本书第二卷，第218—223页。


(168)
  Sherrat and Sherrat（1988）.



第五章　地中海背景下的希腊语言（第一部分）：语音体系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探讨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对希腊语发展的假定和真实影响。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一探究在希腊语言的不同层面上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果。希腊语音体系只显示了任何亚非语影响的极少痕迹。某些词法影响能够被看出来，它们解释了许多困扰印欧语系研究者的问题，这些词法影响将在第六章探讨。希腊语引入亚非语族的某些虚词和连接词，意义深远，它们对句法产生了影响。第七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关注，不过，这一问题与众多从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进入希腊语中的借用词汇有关系，这些词汇将在本卷其余章节探讨。


 希腊语：语言转换或语言接触的结果？

就像被描述的那样，“接触”的语言中被认为存在着语言内容的等级划分。现在，我想在现代的语言接触诸理论的背景下，探讨一下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之间的关系。希腊语史学家们对希腊诸方言之间的语音学关系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探讨。然而，除了证明原始印欧语（缩写为“PIE”）的衍生词汇之外，在将希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它的起源时，他们却是相当地含混不清。
(1)

 含混不清的原因之一仅仅是缺乏证据。不过，长久以来，运用现代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都会遭遇失败；我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一个意识形态基础。如第一章所述，威廉·冯·洪堡坚信印欧语言在性质上异于且优于其他所有语言。
(2)

 此外，在他的新学科——后来以“古代学问”（Altertumswissenschaft）或“古典学”闻名——大纲中，他宣称希腊语之所以优越，在于它没有被外来因素的腐蚀。
(3)

 此外，他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希腊历史和文化无条件地优于其他所有历史和文化；并且，认为“我们从希腊人那里获得的某种东西不是属于人的，它几乎是类似于神的”
(4)

 。

如今，在21世纪之初，我们不能再将希腊语视为一个特例，单独对待。我们应该像对待其他任何语言那样看待它，并将它与其他混合语言相比较。这样做的一个好方式是将希腊语置于语言接触、语言混合和遗传语言学的框架内进行考查，这是萨拉·格雷·托马森（Sarah Grey Thomason）和特伦斯·考夫曼（Terrence Kaufman）推荐采用的。迄今为止，这项工作被作为该学科最好的考察方式被广泛接受。
(5)

 托马森写了该书的第一部分，该部分从总体上探讨了语言接触问题；在其中，她发现为那些看来似乎是被混合的语言建立一个标准是有用的。她在这一部分处理了一些案例，在其中发现接触程度呈增长态势。该历程的顶点是语言转换，一个族群在这转换中放弃了它的语言并且采用了另一种语言。
(6)

 从本质上讲，接触和转换之间的区别，源于观察者的观察方法。过去被视为影响本地语言的外来语言，如今自身却成为关注的焦点，并且被认为受到了它所取代的语言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是，如此变化的背景是殖民语言对一个在政治或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但数量更大的族群的强迫接受。让我通过这个图解来加以阐明。


第一代人：
 操本地语言X、仅懂一种语言的说话人与操Y语的新来者相互影响。双方或许可能被动学习对方的语言。


第二代人：
 至少一个群体会说两种语言。操X语的民族天生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还会说带着X语口音（和句型）的Y语。操Y语者天生会说Y语并且可能会说带有Y语口音（和句型）的X语。


第三代人：
 每个说Y语和X语的人都死了。X语和Y语这两种可以区分开来的口音却仍存在。


第四代人：
 带着X语口音说Y语的说话者占据支配地位（可能是因为具有更多的人数），并且这种发音成为整个族群的标准语音。
(7)



如此一来，我们追溯既往时会发现，因接触而混合的语言在诸多方面有别于受到因转换而产生的诸语言的影响的语言。最多的情况是，通过接触发生的变化从词汇开始：首先是名词，其次是动词和修饰语发生改变，随后接着是虚词、前置词和后置词发生转换。再次是句法（syntax）和词法，最后是语音体系被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转换的诸语言当中，当新的词汇被接受之后，老的音调、语音体系和句法往往会被长久保留。这样的例子可以在奥克尼（Orkney）郡和设得兰的岛屿上看到，在15、16和17世纪期间，阿伯丁苏格兰语在该地区取代了旧的方言诺恩语（Norn）。一些挪威语词汇仍然保存了下来，但是如今该群岛的方言和苏格兰大陆的方言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引人注目的挪威语音调。相反，在同一时期，瑞典统治芬兰期间，一些说芬兰语者完全接受了瑞典语，除了保留他们母语的窄口声调（fat intonation）。这一窄口声调被瑞典移民们吸收。存在着类似情况，爱尔兰英语吸收了极其少的爱尔兰词汇；但是它带有浓重的爱尔兰音调、语音结构和一些爱尔兰语句法，正如歌词“如果它正在你的内心思索”
(8)

 显露的那样。

按照托马森的理解，语言接触是：本地语言结构被保存，同时它的许多或大部分词汇是舶来的。她所理解的语言接触极为普遍，在许多语言里都能发现。
(9)

 可以在旧爪哇语（Old Javanese）、格维语（Kawi）或科普特语中找到这种形式的两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格维语是洪堡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从事研究的语言。如他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格维语是马来语的一支，大量吸收了梵语和巴利语（Pali）词汇。
(10)

 同样，科普特语的语音体系、词法、句法以及基本词汇基本上是土著埃及语的，但是名词和动词的很大比重来自希腊语，并且许多虚词也是如此。
(11)

 如果我们对相关时期的埃及历史缺乏认识，那么我们仍然会推断少数操希腊语者在数个世纪内统治着多数操埃及语的族群。用语言学证据去推测操埃及语者统治着希腊人，这将是极不合情理的；但是，这种论断恰好是雅利安模式支持者在我们研究希腊语中这种极为相似形式时，要求我们得出的。

没有人怀疑希腊语包含有语言混合因素。问题是这种混合是语言转换的结果还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根据雅利安模式，希腊语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它发生在操印欧语的希腊人征服操非印欧语的前希腊人之后。古典学家J.黑利（J．Haley）和考古学家卡尔·布利根（Carl Blegen）在1927年发表了一篇名声远播的文章，他们在其中为带有非印欧语因素-nthos和-ssos/-ttos的地名分布找到了证据，这些地名分布与青铜时代早期的居住区（即在被假定的征服之前）相吻合，因此指的是前希腊时期的定居点。
(12)

 从考古学上来看，该理论极不足信；因为，青铜时代晚期居民点也应该像青铜时代早期居民点一样存在着对应的语言因素。更重要的是，地名方面与该假设一样，缺乏同等的信服力；该假设已被它的创立者保罗·克雷奇默（Paul Kretschmer）在1924年抛弃，当时他指出-nthos被发现属于印欧语词干。
(13)

 这样一来，假设这些语言因素是从较早——前希腊——的操印欧语者的浪潮中保存了下来，这是可能的；但是，它们不能在自身内指示为前印欧语层。

布利根和黑利在他们1927年的文章中，主张以-issos或-nthos结尾的地名的扩散与青铜时代早期居民点相吻合，如此一来，这些后缀便成为“前希腊”语言的显示标记。
(14)

 我在第一卷中抨击过黑利和布利根的这一假设。
(15)

 我在许多地方犯了错误，它们令我深感羞愧。并且，有一处，我在《黑色雅典娜的回信》未能认识到：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已经简单易懂地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主张，前希腊语或其他语言
*

 “完全独立于黑利—布利根理论或其他任何一种爱琴史前史的重构”
(16)

 。这样的拒绝提供的，即使不是一个坚不可破的立场，也是一个合适的立场。除了希腊语词汇不能按照印欧语进行解释外，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没有给这些语言提供任何证据。我不敢苟同于他们的观点，这个“未知的”词汇为印度—赫梯语字词的下位层提供了证据；但是，我欣然承认，存在着诸多痕迹显示印度—赫梯语对希腊语的印欧语基础的影响，包括地名后缀-ssos——尽管不包括-nthos。
(17)

 不过，相较于亚非言语通过接触对希腊语的大规模影响，这些影响可谓微不足道。

依此类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印度北部的情况；在那里，操印欧语者明显已经吞没了一支不讲印欧语的土著族群。梵语和其他古代印度语言显示，在一次转换中，操本族语者接受了这种印欧语的大部分词法和几乎全部的词汇。然而，这支土著民族保留了他们的语音体系，以至达到了使入侵者他们自身采用它的程度。与此形成对比，达罗毗荼语言在印度南部继续存在，表明这里发生了接触，但没有出现转换。这些语言接受了大量的印度语字词和一些词法—句法形式，却保留了它们的基本语法结构和语音体系。
(18)

 希腊语中的印欧语状况与梵语中发现的印欧语状况相反：希腊语拥有一个印欧语语音体系和大量的非印欧语词汇，梵语却拥有一个非印欧语语音体系和巨量的印欧语词汇。事实上，在希腊语中发现的将印欧语作为基础的这种形式，表明它与达罗毗荼语言有一个显著类似的地方。如此一来，经过类推，希腊语的混合成分应该被视为接触而非转换的结果。

在一些情况里，身为少数的操双语者保留它的基本词汇以便维持它的同一性，却放弃了它的大部分语音体系和句法结构。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语言能被描述为“行将消亡的”语言，这一历程却可能持续多个世纪。
(19)

 在英吉利罗姆语（English Romany）和土耳其境内说的现代希腊语——在1921—1922年它被逐出小亚细亚之前——中能够找到例子；在土耳其，正如一位作者将这种希腊语置于1916年那样，“身体仍是希腊的，但灵魂变成了土耳其的”
(20)

 。这种情况能否在古希腊找到，将前希腊语和英吉利罗姆语（即吉卜赛语）归于同一类，它将自身语言除了词汇之外的所有方面几乎全部抛弃？

我认为，对它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或社会从属族群保留着日常生活用语，假设的操前希腊语族群的情况不是这样。希腊语词源学词典编纂专家皮埃尔·尚特莱纳（Pierre Chantraine）指出，希腊词汇的基本因素：那些与家庭和家畜有关的词形、简单的形容词和基本的动词，大多数都源于印欧语。
(21)

 如印欧语专家安娜·莫珀戈—戴维斯所描述，在希腊语中，只有不到40%的词汇属于印欧语系，这与斯沃德什一百词词汇表里79%的印欧语词汇之间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22)

 在斯沃德什词汇表的三种实例中，存在着印欧语和明显的非印欧语之间的同义词，其中印欧语字词更为古老。
(23)



总而言之，雅利安模式所暗示的这一语言转换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它将会要求前希腊语族群放弃它们的语音体系、词法和日常词汇而采用操印欧语的征服者的这一套，与此同时却保留了本族群大量的精细词汇（sophisticated lexicon）。另一方面，在古希腊语中所发现的形式恰恰是人们期待发生语言接触所出现的状况。古希腊语作为整体的词汇总量和斯沃德什一百词词汇表的词汇总量之间存在着差别，甚至可以在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找到同样的差别。尽管估算数据有所差异，但是它们清楚地显示：中世纪英语3/4以上的词汇来自法语，来自征服者的语言所占比例却不及斯沃德什词汇表的10%。
(24)




 希腊语的语言混合要素

如果希腊语的混合起源被视为接触
 （contact）而非转换
 （shift）的结果，那么有哪几种语言发生了接触？在这里，我将插入一段题外话。1997年夏，柯林·伦弗鲁邀请我在耶稣学院共进午餐，我当年是那里的硕士生。午餐期间，我对希腊语不是“转换”语言而是“接触”语言进行了论证。虽然这种观点在传统学者看来是异端，但是它完全符合伦弗鲁数年前在希腊问题上提出的“自生起源模式”（model of autochthonous origin）。带着典型却又令人振奋的傲慢，他投入了这个领域，并且在接下来的11月公开了一篇论文，论证希腊语中大量的非印欧语词汇源于一个附层（adstrate）
*

 ，“甚或上位层”（superstrate）而非下位层。他在次年发表了该论文。
(25)

 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这个旁层（adstrate）是弥诺斯语（Minoan）。

伦弗鲁证明这一观点的考古学证据清楚明确。弥诺斯物质文化及其对公元前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影响存在着丰富的证据，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明显是希腊语言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此外，迈锡尼的B类线形文字便是根据克里特的A类线形文字转写而成。因此，A类线形文字语言中的一大部分也可能是西安纳托利亚语，从而是印度—赫梯语。
(26)

 不幸的是，伦弗鲁看起来没有向任何懂西闪米特语或古埃及语的学者请教过，并且他没有注意到学界对希腊语中存在的闪米特借用语的大量研究。否则，他将会发现大部分字词，基于它们，他能进行很好的闪米特语或闪米特—埃及语的词源分析。
(27)

 解释这一明显差异的最好方法是假设弥诺斯语言本身吸收了许多来自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因素。

埃及、黎凡特和克里特在公元前3千纪和公元前2千纪早期有了物质接触和交换，其考古学证据已经在第二卷进行了概述。
(28)

 赛勒斯·戈登或许没有证明A类线形文字的语言是闪米特语，但是他证明了其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闪米特借用语。
(29)

 也有可能，这些闪米特和埃及借用语恰好存在于奢华和时尚的领域，它们后来传入希腊语。一些被希腊语吸收的埃及借用语表明，在如此早的年代，它们只能在原始希腊人（Proto-Greeks）到来之前便已经传入希腊大陆，或者更有可能是这些借用语在公元前3千纪或其后传入希腊。
(30)

 在未来，学者们或许能够区分具体字词是来自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的直接或间接借用语；但是，目前，学者们不可能知晓在经过克里特语的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语音变化。

因此，人们应该仅从原始材料出发，即公元前2千纪在东地中海传播最广和最具有文化意义的语言西闪米特语和古埃及语。这些语言不仅被识读，并且它们还被诸多族群使用；关于这些族群，我们掌握了非常丰富的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

本章的其余内容将探讨被其他——印欧语语——语音体系影响最少的层面。


 印度—赫梯语系和印欧语系的语音体系

我必须在这里再次强调，我并不主张，希腊语除了是一种印欧语言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就像其他印欧语系成员一样，它的词法符合这个语系，并且比大多数成员更加符合。除了闪米特语之外，它的口语系统和原始印欧语的联系比其他语言更加密切。不足为奇，希腊语经检验证明是除了赫梯语之外的最古老的印欧语言。令人注意的，不是它的古语风格，而是它的修正程度。迈锡尼时代的古希腊语在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被记录，并且，似乎荷马时代的希腊语如果不更为古老，那么就和它同样古老。不过，看起来在解体的原始印欧语和被证明是最早的希腊语之间，不管是词法还是语音体系都存在着显著的变化。虽然希腊语的口语体系看起来明显接近原始印欧语，但是它的名词体系恰好相反。希腊语的名词格变化在三种情况下与印欧语不符：复数的离格和位格以及单数的工具格。这与拉丁语形成对照，拉丁语在1000年之后才被第一次记录，仍然保留着离格；并且，立陶宛语至今仍拥有最初的八种格。

语音体系的变化程度很难估算，因为在原始印欧语语音体系重构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争议。我将暂时将元音搁置一边，集中谈辅音尤其是塞音。如今，关于它们的传统观点已经被修改为一个四系列音（four-series）体系；这个体系是新语法学派在19世纪70年代确立的，他们利用对闪米特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所做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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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体系在任何现存语言中都是没有可比性的，在其中不存在着不带另一不发音组合如ph、th、kh或khw
 的送气浊辅音。基于这个原因，语言学家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建议将ph
 等不发声的送气音重新插入母词（matrix）中，并且从塞音+h组合中得出发声的送气音。
(31)

 四系列音体系未见于其他语言。不过，切梅林伊认为，通过将送气浊辅音的级别降低，这一类型学问题（the typological problem）便得到解决，因为他所提出的三系列音体系频繁见于其他语言。不管怎样，他的新体系仍然遇到先前的难题，这些难题致使语言学家们放弃了不发声送气音，因为来自诸子语言的证据指向于发音（voicing）。
(32)



这些持续的问题迫使美国和苏联学界几乎同时进行重大修正。保罗·霍珀、托马斯·加姆克列利茨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都同意，先前被理解为的宽口浊塞音（plain voiced stops）的读音应该被解释为声门音（glottalics）或爆发辅音（ejectives）。他们提出了另外两组系列音：一组为浊音，另外一组为带语音但宽口塞音和送气塞音音位不交替的清音。这一提议产生了如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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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体系经常出现在其他语言里。相对那些传统体系而言，它也产生了许多其他的优势。其一，在传统体系中如/b/这样的重构发音的缺失或极端罕见，这在那些带有唇音（labial）系列音的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不过，重读音p'的缺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其二，浊塞音经常作为曲折语词缀和代词使用，闭塞音则不这样，出现在印欧语中这类系列音不具有这些功能。其三，如果按照传统的体系，词根结构限制法则显得有些随意。其四，在新的体系中，它们只是简单的声调一致，并且禁止单独一个词根内出现两个声门塞音。
(33)

 其五，事实上，亚美尼亚语和日耳曼语有类似的塞音体系，这一点与其他所有印欧语言都不同；这一事实不太容易解释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的语言族群中的两个独立发展，即两个古老词形的遗存（重音辅音只是转变为清塞音）。其第六个优势是，重音方案更容易使印欧语适合于放置进更大的超级语系亚欧语系和诺斯特拉语系。

非常多的印欧语专家很大程度上或完全接受这一新的体系，尽管其他专家不接受它。
(34)

 后一批专家中的大部分人完全坚持己见，在印欧语系内部进行重构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并且类型学上的论证也应该服从它。另外一些人继续在传统框架内进行研究——毫不在意新挑战地进行研究。
(35)

 据我所知，从传统视角来反驳新体系的最具学术价值的论证是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做出的。切梅林伊告诫学界当心对类型论证的接受，理由是奇异特点和甚或单纯的罕用词
 （hapakes）都会出现在所有的语言中。此外，他还发现了一种语言即马来西亚沙捞越邦（Sarawak）的凯拉比特语（Kelabit），该语言拥有一个字母组，与他为原始印欧语构建的字母组d-dh
 -t-th
 相同。他也论证原始印欧语存在着b/p'，尽管他承认它的罕见。切梅林伊也指出，先前的学者们证明所谓的限制只是简单地对不规则性的同化（assimilations of irregularities）。并且，他还进一步宣称，霍珀以及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没有揭示声门塞音转变成宽口清塞音的各个阶段，而众所周知，“不送气塞音是已知最稳定的一类塞音”
(36)

 。

这些是有说服力的论证，但是我相信，它们不能驳倒新体系。无疑，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着例外情况（oddities）；但是，传统的原始印欧语语音体系例外情况极端罕见，尽管它使这个体系变得不太可能，却没有最终使其变为不可能。切梅林伊论证b/p'偶尔存在的证据，得到霍珀以及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等所有人的认可，却没有推翻论证中的这一部分。如果这一最初的塞音的确曾经是一个/b/，那么甚至连例外情况都将变得令人费解。因此，这些限制具有重要性，即使有一些例外情况出现。

新体系的吸引力之一是声门音和其他大多数重读音既不是发声音也不是不发声音，所以，“它们能够不符合任何一种情况”。加姆克列利茨从贝兹语（Batsbi）、车臣语、英古什语等东北高加索语找出例子。他指出，在贝兹语的词中和词尾的声门音发展成为另外两种语言中的浊塞音。
(37)

 最后，切梅林伊没有探讨声门音理论在帮助印欧语系在更大的宏观语言家族（macrofamilies）中定位的种种优势。

不过，俄国语言学家塞奇·斯塔罗斯京也对声门音理论提出了反驳。他认为，亚欧语言家族是有限的，它仅仅包括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它不接受与南高加索语或北高加索语的密切联系，更勿论达罗毗荼语或亚非语。
(38)

 他论证，在他的狭义的亚欧语系中没有出现声门音，因此它们也不太可能出现在原始印欧语中。他主张，这一系列塞音一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标出，即有可能将“紧元音”作为“松元音”的相反音标出。他引用所谓的“冬季法则”来支撑这一假设，“冬季法则”适用于波罗的—斯拉夫语言。根据这一结构，上述系列I中的元音的发音被拉长。加姆克列利茨没有意识到这一观点的难题，尽管他的“发音拉长”的声门音将会要求一个额外的喉音。
(39)

 斯塔罗斯京和印欧语专家N．E.科林奇（N．E．Collinge）论证，如果有什么是不同的话，那么就是声门音缩短了前面的辅音。
(40)

 我发现，这一种论证似乎是合理的，尽管斯塔罗斯京的理论没有表现出来。正如在前几章能够看到的那样，我同意那些采用更宽阔的视角来探讨将南高加索语、北高加索语和亚非语系包括在内的诺斯特拉语系。在所有这些语言中，普遍存在着或曾经存在过丰富的声门音。这样一来，在乌拉尔语族和阿尔泰语系已经失去这一古老的特征之后，不存在原始印欧语为什么不应该保持这个特征的任何固有理由。


 从原始印欧语到希腊语的语音体系发展

尽管新体系可以谨慎地被接受，但该重音系列音的准确无误发音仍是不可知的。在另外一种情况中，希腊语似乎应该比其他印欧语言更多地修正它的辅音体系。
(41)

 甚至在新语法学派的语音体系内，希腊语的变革性似乎非常强。这样一来，合并语音、词法和词汇（参见第七章和第八章）证据在原始印欧语的解体和已知最早的希腊语之间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变革图景，传统观点认为原始印欧语早在公元前4千纪便衰落了。这些在少于1500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从任何一种标准来看，都远远大于在随后33个多世纪里的变化；其间，希腊语言有赖于一个强势的文学传统，带着非凡的韧性，经历了许多大的入侵和社会剧变而留存下来。

对这一早期变革，修正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都提供了解释。前一模式提出了亚非语系在公元前3千纪和公元前2千纪早期（通过克里特）对希腊语直接和间接影响。迈锡尼的早期殖民者和晚期殖民者所操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密集接触，大体上修正了当地的印欧语方言。不过，修正的古代模式也承认，晚期希腊语可能受到了印欧语系内的内部演进的影响，并且有可能受到了印度—赫梯语下位层的影响。

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完全依赖于内部演进和尚未确定的前希腊语下位层。印欧语专家长期承认，“下位层”能够对征服者的语言产生意味深远的影响。例如，安托万·梅耶指出亚美尼亚语和“波斯人”的伊朗语之间的对比能够被该地区诸非印欧语系语言解释，亚美尼亚语失去了所有词性的标记却保留着它的词尾变化，伊朗语把两者都放弃了。属于第一类的南高加索语和乌拉尔图语以及属于第二类的埃兰语已经拥有了这些显著特点。
(42)



在第四章中，我提到，切梅林伊提出了印欧语系和闪米特语族之间的真实接触和语言流动。注意到原始印欧语五元音体系（a、e、i、o、u或者ā、ē、[image: ]
 、ō、ū）转变为印度—伊朗语的三元音体系（a、i、u或者ā、[image: ]
 、ū）之后，他将这种缩减和他理解的所谓原始闪米特语元音体系联系在一起。索尔·莱文论证后者有一个更复杂的体系。
(43)

 不过，这个争论并不重要，因为，阿卡德语的确拥有一个带有例外音/e/的三元音体系，切梅林伊对它们的存在多少做了一些掩藏。切梅林伊主张，在公元前2千纪期间的漫长岁月里，操原始闪米特语族群被操印度—伊朗语族群统治过。
(44)

 切梅林伊的名著在这个领域内的重要意义是他在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之间的比较研究中开拓了一条新思路。倘若它们在历史和地理上接近并且两种语系中极为细节的问题都在事实上获得透彻的研究，那么这样的比较研究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我在第四章中论证的那样，印欧语专家们未能系统地考查原始印欧语和闪米特语词性之间的明显类似性，这证明切梅林伊的工作如果不需要真正的勇气，便需要原创性。
(45)



在承认下位层可能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可以在东地中海语言的研究中增加另一个原则：语言“汇流”（convergence）。总体而言，对汇流的调查远不及对“分流”（divergence）的调查。分流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专门适用于诸语系的分流扩散。近来的学者指出，不仅语言会受到下位层的影响，而且邻近的语言还会具有因跨越“遗传”语言界限而产生的语音、音位和语态类似性。
(46)

 今天，法国语言学会和德国语言纯化论者们担心英语词汇进入日常语言和通俗的书面语，但是他们也关心英语对句法和语法的影响。18、19世纪，形势却是截然相反；狄更斯小说里“wery”中的“w”将被“v”取代，表明它是伦敦人对一种受法语影响的口音的模仿。与此类似，波斯语中的小舌音/r/在时髦的人群中传播，远至西欧诸城市。
(47)

 在语法层面，一般过去时（the pretorite simple past）“made”让位于带有助动词“have”的复合完成时（the compound perfect）“have made”即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受17世纪法语影响的诸多语言现象中的一例。通常——正如这里所给出的几个例子——操修正语言的族群比操受影响语言的族群拥有更高的政治文化地位。不过，下位层影响存在着充足的例子，表明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甚至同时代的变革可以来自地位较低的族群。例如，美语中的许多变革被证明来自非洲奴隶所讲的克里奥尔语，这似乎是真实的。
(48)



这些变化过程中的任何一种，会不会出现在处在形成时期的希腊语中？如果希腊语中来自原始印欧语的分流成分能够极好地用已经存在于初始语言中的、来自下位层或汇流的推动力来解释的话，那么它们显然值得研究。无疑，汇流在公元前3千纪和公元前2千纪期间的东地中海周边世界发挥着作用。赛勒斯·戈登和加里·兰斯伯格指出，埃及语在这一时期对迦南语有着一个深远的影响。
(49)



不管怎样，将希腊语与其他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特征或变革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确立流动方向，这样做似乎会是有益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选择了15种语音变化，它们似乎出现在从原始印欧语分离出来之后的希腊语中。
(50)

 其中的11种在B类线形文字正字法标准化之前便已出现，最早被证实的B类线形文字正字法标准化发生在公元前17世纪末，但它有可能比这个时间要早得多。
(51)

 其他4种变化出现在这之后和包含在荷马史诗中的史诗体的形成之前。以下是它们相继出现的大致时间顺序。


 15种语音变化


1．喉音的消失。
 在狭义印欧语衰落之前，初期的喉音体系被减少到只剩下一个单独的/h/音，甚至这个音也消失了，但在亚美尼亚语中被保留了一段时间，这是它受到当地安纳托利亚语影响的结果。在日耳曼语的清塞音转变成摩擦音之前，喉音似乎不存在于日耳曼语。
(52)

 在希腊语中，喉音或许影响到了塞音的送气和它们的音位。它的消失显然发生在极其早的时间。

在安纳托利亚语言中，喉音在公元前2千纪之时仍然明显盛行。所以，毋庸置疑它对这一变化的实质影响，除非前希腊语与安纳托利亚语言区别极大。同样，由于喉音继续在高加索语、西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牢固存在，这一变革似乎没有在它们中间的任何语言中出现。假设该体系的初期弱化和喉音/H/消失的事实普遍存在于印欧语言中，那么似乎几乎可以确定，这一变革是已经出现在该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中的趋势所造成的结果。
(53)






2．塞音和送气音的合并。
 似乎有可能是，在浊塞音、清塞音和它们先前在印度—伊朗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中的音位变体送气音之间出现了一个音位差别。在印度—伊朗语中，所有四种系列音都保持着它们的独立。
(54)

 在希腊语中，出现了如下方式的合并：




	ph
 th
 kh
 kwh

	


	
	＞p t k kw




	b d g gw




	bh
 dh
 gh
 gwh

	＞ph
 th
 kh
 kwh




	（p'） t' k' kw
 '
	＞（b） d g gw
 
(55)







由于马其顿语和弗里吉亚语明显没有经历这些变化，这一情况变得复杂，它们在其他许多方面都与希腊语接近。
(56)

 这一复杂化（并且事实上并未听说过安纳托利亚语、闪米特语和埃及语出现过任何这样的合并）致使这一合并不可能成为东地中海语言的一个真实特征。除非前希腊语完全不同于它们当中的任何一种语言，否则这种变革不太可能产生于下位层影响。我们知道印欧语中浊音系列音的送气音和非送气音音位变体之间的裂痕巨大，但是它们在希腊语中获得独特的重新排列，我未得到有关的任何解释。
(57)




3．从重读塞音到浊塞音的转变。
 重读塞音（有时是闭塞音）明显普遍存在于印度—赫梯语、亚非语和高加索诸语言中。印欧语解体之后，带嘎吱音的浊音或内破音（implosive）的发展似乎存在了足够长的时间，因为其他一些辅音发生了转变。因此，例如在日耳曼语和亚美尼亚语中，清塞音变成了摩擦清音或送气清音，其间隔或cas vides被先前的重读塞音填充。因此，出现了p'＞p、t'＞t、k'＞k和kw'
 ＞kw
 的转变。在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中，清辅音系列音被填充（见上文），并且空缺位置变成了浊辅音系列音。在安纳托利亚语中，塞音结合了起来，每一组音——齿音、唇音等——合并了。

闪米特语中的情况同样令人迷惑不解。声门闭塞音仍然存在于古兹语、北部埃塞俄比亚语言提格里尼亚语（Tigrinya）和某些南阿拉伯语中。
(58)

 然而，在阿拉伯语中，虽然重音系列音维持独立地位，但已经被咽音化。希伯来语tsade在阿什肯纳兹语中发音为ts，并且，它像来自西闪米特语buṣ在βύσσος（5）中的转写一样，在希腊语中被转写为/ss/，这就使得迦南语中的重读音在公元前2千纪仍然被声门化。
(59)

 在埃及语中，仅存的重读音/q/有可能在很早的时期便被去声门化（deglottalized），并且有可能在公元前2千纪与中和化发音g/k合并。
(60)



埃及语和安纳托利亚语缺乏重读音，或许使得希腊语中的这一趋势加强。同时，当这一变化过程在印欧语言中几乎成为普遍现象之时，一系列音有可能在印欧语解体时便已经变得不稳固，希腊语只是分享了这一大趋势而已。




4．元音间发音-S-的弱化和词首发音S-被H-取代。
 不像上述变革那样，这些转变在时间分布和地理分布上呈现出相当明显的一致性。

[image: ]


这一转变只出现在黑体语言中。未受这一转变趋势影响的语言，要么是古代语言，要么在地理上处于边缘位置。这一分布表明，这一变革在公元前2千纪进入东地中海。此类转变在印欧语内是公认的，却又令人莫名其妙。尽管这些转变在闪米特语中并不被普遍公认，但是它们能在三个基本方面找到：代词、连词和动词前缀。详见下表
(61)

 ：

[image: ]


在迦南语中，词首h-大体上仅限于代词和其他基本字词。在其他字词词条中，常常是s＞ḥ的转变，例如希伯来语中的成对词šlm/ḥlm（“健康的”）和šrb/ḥrb（“炎热的”）便是如此。
(62)



尽管古兹语其他词形是古老的，但事实上它的/h/或/ḥ/，/s/的词形基本上来自闪米特语。这些词形不仅在最古老的语言埃卜拉语和阿卡德语中被证实，并且它们在其他亚非语言中还有同源词。在埃及语中，第三人称从属代词是swt sy或st，使役前缀是s-；并且该词汇表示“健康”，和šlm/ḥlm是同源词。
(63)

 词首s-在后来的语言中的残余通常在位置上被h-取代。因此，闪米特语中s＞h的转变是偶发的，然而，s＞h的转变则在亚美尼亚语、希腊语和阿维斯塔语中普遍存在着，除了位于塞音前面。不管怎样，上述例证表明，考虑到两种语言地缘上接近，闪米特语中出现的s＞h转变是足够的系统化，以至可以和印欧语言中情况并列来审视。

另外一个此类转变的例证来自安纳托利亚语的利西亚语。今天，学界已同意，卢维语是用楔形文字即“赫梯象形文”书写，利西亚语用字母文字书写，它们应该被视为同一语言或同一语族关系密切的两种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
(64)

 第一种语言的正字法确立于公元前3千纪。我已经在别处论证过，利西亚语拼写在公元前2千纪才惯例化。
(65)

 从希腊语的转写中，我们可以获得它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发音信息。s＞h的转变，首先发生在赫梯语和卢维语之间，然后发生在卢维语和利西亚语之间。例如，卢维语的所有格后缀-assi，在利西亚语中则变为-ahi或-ehi，虽然它在一种方言中是-esi。表示“神”的卢维语是masana，它在利西亚语中变为mahana，该词又在公元前1千纪里被缩写，直至man。
(66)



认识到这一转变不仅发生在大致同一地区，而且它们也明显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既然这一转变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那么它一定发生在正字法的确立之前即公元前1600年左右或稍早之前的希腊语中。切梅林伊为利西亚语的转变给出了一个在此之后的日期，即公元前1200年，赫梯的新王国在此时崛起。
(67)

 基于上述理由，我不认为它不应该发生得更早。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动荡似乎为这一变化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背景。

埃卜拉语书写传统和阿卡德语正字法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前后确立，为亚洲的闪米特语的这一转变提供了一个在此之后的日期。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指示来自乌加里特语，在乌加里特语拼写被固定之前，使役动词保留了s-，而代词和连词已将它转换为h-。因此，这里的指示表明，这一转变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期。

我们不可能为亚美尼亚语中的这一转变确定日期，尽管它可能是因为伊朗语中的变化导致的。然而，伊朗语本身的变化都极难确定时间。切梅林伊论证亚美尼亚语的转变一定发生在公元前10世纪以来，因为古波斯语Hindu（印度）表示印欧语中的Sindhu和古波斯语Huza表示埃兰语Susa（苏萨），被认为表明这一转换只可能发生在伊朗人征服之时或与相关地区靠近之时。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这纯属谬论。人们为遥远的地方尤其是都城——苏萨是埃兰的都城——和主要河流命名，很容易受到来自当地发音的影响。然而，它们通常会经历标准发音的转变。例如，荷兰人称柏林、巴黎和都灵分别为Berlijn、Parijs和Turijn，它们经过了从i（（img25））＞ij（ɛi）的转换，人们不可能根据这一事实判断出荷兰人居住在哪里。

不管怎样，这个靠后的年代明显错误的。因为，今天普遍认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和归入他名下的伽塔诗篇（the Gatha poems）——其中已经发生s＞h的转变——应该被置于公元前12世纪或公元前13世纪。即便这一转变被证明发生得比这一时间还要早，在将它和其他语言中的这一转变联系在一起时仍有一些重大的难题没有解决。主要的障碍是“发s-音”的印度—雅利安语族群是在公元前14世纪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米坦尼王国的。因此，不管这一转变发生在此前还是此后，它都应该更靠北和更靠东。不管哪种情况成立，它与其他类似转变都存在着时间或空间上的不一致性。
(68)

 唯一的可能就是将它和古亚美尼亚语传播进亚述联系在一起，该事件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尽管它在300年之后才被证实。然而，这一证据实在是太不可靠，远远不能证明那一种情况成立。无论如何，即便是对这些变化一无所知，如果它在这些位于其间的语言（胡里安语、乌拉尔图语和埃兰语）中真的存在的话，也不可能探知有关阿维斯塔语的转变和其他语言的转变的关系的任何重要信息。时间和空间相对一致具有暗示意义。然而，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外来刺激，这一特殊的s＞h转变（它仅仅是一个辅音弱化的形式）怎么会轻易发生？例如，这一转变出现在了威尔士语中，却没有出现在其他凯尔特语中。
(69)



总而言之，希腊语的发展，与东方数个邻近的语言相比，它们大致发生在相同的时间。除了西闪米特语可能的例外，它们的这一转变是不完整的，希腊语的这一变化要比其他语言发生得早。


5．词首y-的消失或被h-的替换以及它在其他位置的弱化或消失。
 这些变化大约在B类线形文字确立之时出现。
(70)

 亚美尼亚语对y-也有些修正，但它们的大致情况尚不能辨识。
(71)

 在公元前3千纪，可能受到了来自苏美尔语的压力，阿卡德语词首y-消失或被简化为>aleph。
(72)

 迦南语只有几个引人注目的以y-为词首的词汇，它们的词源不是来自w-（见下文）。
(73)

 迦南语和阿拉姆语元音间-y-都经历过词中音省略。
(74)

 埃及语中的芦苇符号，转写为ἰ，它的读音明显发生过从y到＞a的变化，后来位于重读闭音节中的/i/也转变成了/a/。
(75)



有趣的是注意到，在意大利语和阿维斯塔语等语言至少保留了词首音y-之时，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这两种与闪米特语使用地区最为接近和接受闪米特语借用语最多的印欧语言可能分享了后者对这个半元音的弱化。


6．腭音化：从/ty
 /和/ti/到/s/以及从/dy
 /到/z/。
 这些变革可能与y的弱化有关。它们发生在B类线形文字标准化之前，s＞h的转变之后。并且，它们可能受到了后者提供的cas vide的推动。虽然/tt/在阿尔巴尼亚语中转变为/s/，并且/ty
 /在加拿大法语中转变为/ts/，但是这种变化没有出现在其他古印欧语言中。
(76)

 阿兰·博姆哈德的论证似乎有道理，他认为原始闪米特语包含了一系列腭音化的齿音/ṭy
 /、/ty
 /和/dy
 /。
(77)

 不管怎样，由于作为齿间音继续存在，它们通常以它们的重构词形呈现。在阿卡德语中，这一系列音与/ṣ/、/s/和/z/在公元前2千纪一开始之时便已合并。
(78)

 这些齿音在乌加里特语中独立存在。不过，在腓尼基语中，从ṭy
 到ṣ等转变，可能在公元前1500年便已经开始。
(79)

 这一可能性使得腓尼基语的转变和希腊尤其是和克里特联系在一起。从ty
 到s的转变为泛希腊（pan-Hellenic）现象之时，它的延伸即从ti到si的转变出现在了爱奥尼亚语和阿卡狄亚—塞浦路斯语（Arkado-Cypriot）中，并且可能出现在迈锡尼语中，但没有出现在多利亚语中。此时，多利亚语是希腊西北部的语言，因此它受到的具有黎凡特背景的腭音文化的影响最小。
(80)



腭音化齿音体系在整个亚洲闪米特语中崩溃。在阿拉伯语中，它们保持独立地位，但是变成了齿间音。然而，在古兹语中，它们转变成了咝音，它们表明这一结果是多么容易实现。由于它们地缘上接近并且文化上密切接触，那么所谓的迦南语转换似乎真的受到了来自阿卡德语转变的影响，尽管也有可能是阿拉伯语的解决方式或者阿拉姆语ty
 ＞t的转变。希腊语的这一转变是否和迦南语有关系，学界的争议更多。主要的问题是由地名提尔（Tyre）引发的。该地名先前被读为Ṭ（y）
 ，或者在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被读为Ṭ（y）
 。但是，它到了希腊语中则变成了Tyros，这就要求此次语言借用早于迦南语ṭy
 ＞ṣ的转变但又要晚于希腊语的转变。在其他任何情况里，它则会以*Sur［事实上，Sor（苏尔）这一古拉丁语词形是对迦南语Ṣor的借用］的词形出现。
(81)

 因此，在希腊语转变之后和迦南语转变之前，必定存在着一段时期。另外一种唯一可能是这一系列闪米特语是齿间音，如它们按照惯例被转写的那样，或者它们是不被希腊语族群作为自身语言/ty
 /加以承认的腭龈摩擦音（palato-alveolar affricates）。后一种可能性将表明，要么这些变化是无关的，要么它们在爱琴海的发生早于它们在黎凡特的发生。不管怎样，这种巧合，再加上在印欧语中希腊语这一独一无二的转变，将会使人相信地区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被牵涉其中。




7．从ky
 到ss的腭音化。
 这一变化，不是作为前元音前面腭音化软腭音的普遍音位化（phonemesization）的一部分出现的，它与唇软腭音的衰弱有关联，这一衰弱似乎存在于从印度—伊朗语的最初母语言到波罗的—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等所谓的“咝音语言”中。
(82)

 希腊语中的这一转变似乎与ty
 ＞s的转变类似，像后者一样，它出现于s＞h的转变之前和B类线形文字正字法确立之后。在亚洲的闪米特语中不存在独立的腭音化软腭音的系列音。不过，来自埃塞俄比亚贡南—古拉格（Gunnan-Gurage）语言的迹象表明，在其他语言中存在着/k/和/s/的对应发音，这样的系列音可能存在于原始闪米特语中。
(83)

 但不可能确定地说它在亚洲闪米特语中存在，更不用说存在多久了。因此，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学者们不能够将希腊语中的这一变革和任何闪米特语或其他地区趋势联结在一起。




8．词中成分-ss-/-tt-的发展。
 抛开kys＞ss和tys＞ss的转变不提，许多带有交替成分-ss-/-tt-的希腊词汇显然是借用语。
(84)

 最简单的解释是这些词形是从希腊语中不存在的闪米特语咝音或者其他任何印欧语言中借用的。最明显的候选发音是闪米特语重读齿音摩擦音/ṣ/。它的早期音值被学界讨论，结论是当前阿什肯纳兹将ṣade重读为ts'的发音是其初始发音，这个结论已经流行。
(85)

 这一发音和这些重叠辅音的罕见性，将会解释这些交替成分。
(86)

 然而，另外一些亚非语咝音，不能确定希腊语族群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发音的，它们呈现出不同的词形，其中包括-ss-/-tt-。可能最著名的交替词形例证是θάλασσα/θάλαττα（“海”），它们真正的词源最可能是埃及语tзš（将在第八章中探讨）。
(87)






9．词尾-m到词尾-n的转变。
 可以想象到，B类线形文字缺乏词尾辅音，因为迈锡尼希腊语便没有它们。
(88)

 不管怎样，都不可能确定-m＞-n的转变时间，更勿论它是前荷马希腊语。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系统印度—赫梯语中，如著名的维尼提亚语（Venetic）、日耳曼语和赫梯语。一些维尼提亚语方言没有经历过这一变化，所以这似乎暗示这一转变是后来出现在该语言中的。
(89)

 这一变化传入日耳曼语的时间非常晚，并且变化也不充分。不过，它在安纳托利亚语中出现的时间早，这使得希腊语中的这一变革可能来自一个印度—赫梯语下位层。但是，它同样有可能在公元前14世纪受到来自安纳托利亚语言阿哈伊亚语（Akhaian）的影响，或者单纯来自独立发展的结果。阿拉姆语和阿拉伯语中出现了同样的变化，可能是安纳托利亚语影响的结果。




10．词尾齿音的消失。
 词尾-t和-d在原始印欧语中普遍存在。它们却没有出现在B类线形文字或荷马时代的希腊语中。利西亚语是仅有的另外一种不具有这些词尾齿音的印度—赫梯语。
(90)

 不过，它们在希腊语中的消失不太可能是印度—赫梯语下位层影响的结果，因为这些齿音频繁出现在吕底亚语中。
(91)

 更引人注目的是它们仿佛出现在弗里吉亚语中，弗里吉亚语在语言学非常多的方面与希腊语最为接近。
(92)

 这使得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是一个青铜时代晚期的变革。

如第四章所讨论的那样，词尾-t在亚非语系语言中是极为普遍的存在，尤其是作为名词和动词阴性标记使用。这一齿音，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从埃卜拉语中消失，在中王国末期从埃及语中消失。然而，这一变化过程可能开始得更早。
(93)

 它在迦南语中较晚才消失，并且消失得不太彻底。在迦南语中，-t作为阴性后缀，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消失。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列举了公元前15世纪中或前后的各种不同的转变。
(94)



如上所论证，尽管埃卜拉语中阴性词尾-a可能会影响到原始印欧语，但它显然不是阿卡德语发展趋势中的一部分。在公元前2千纪，似乎存在着一条同言线，在这方面将埃及语、腓尼基语、希腊语和利西亚语联结在一起。如果这些变化存在着因果联系，那么，它似乎在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300年之间从埃及语开始向东地中海其他地区扩散。




11．字首增添元音的形成。
 虽然字首增添元音在许多印欧语言中出现，但是它们在希腊语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语言。
(95)

 由于这一结构未见于原始印欧语，所以可以相信在它的“子”语言中发现的大部分字首增添元音都是因失去的喉音而形成的。另一个来源是由对复杂辅音组词首的排斥造成的。经常很难将这两个来源区分开来。例如，许多语言存在着许多表示“名称”的词汇（例如希腊语ónoma和爱尔兰语ainm）前面出现的字首增添字母，它们是来自失去的喉音*Hnm（n）还是来自缩减到零级别的词根*nmn，学界对此进行过大量的讨论。词根*nmn带有一个词首n-和一个中间的-m-，它们组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词首辅音组。
(96)

 历史语言学家不是关心这些来自这两个来源的希腊语字首增添元音——它们可能在其他印欧语中找到，而是关心那些希腊语中能找到的独特现象。
(97)



在印欧语中，唯有亚美尼亚语有类似大量的字首增添元音。的确，这似乎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因，它可以回答为什么在印欧语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被认为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99)

 詹姆斯·卡拉克森否定了两种语言中字首增添元音之间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可以用来证明它们之间的任何独有关系。
(100)

 不管怎样，他承认，其中的八个词汇是这种构成的可能标记，一个是ast-（“星”），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那样，它常见于印欧语。
(101)

 至于另一个词形erek和希腊语ἒρεβος（H）（“傍晚”）之间的复杂问题，参见下文。
(102)

 希腊语ὂνειδος（H）（“责备”）和亚美尼亚语anek'（“诅咒”）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语义上和语音上都是松散的。其余的词汇，很可能是从希腊语传入亚美尼亚语的早期借用语。

字首增添元音在希腊语中的高发生率，似乎最合理的解释是希腊语对埃及语或西闪米特语的大量借用词或直译词（copies）。这些借用词汇或直译词汇，最有可能在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中就带有字首增添元音，或者以亚非语>
 aleph和‛ayin这些希腊语中不存在的辅音为词首，然后被简化为字首增添元音。有时候，埃及语/h/甚或/ḥ/都会被简化掉。最后，它们有可能源自晚期迦南语，此时的迦南语趋势是丢掉词首辅音h-，显著的例子是定冠词ha。

并且，埃及语、闪米特语和胡里安语都带有字首增添元音，它们通常带有这些和或其他的辅音，以避免出现难以接受的词首辅音组。在埃及语中，这些词首很少被书写，它们的音质（quality）不确定。
(103)

 它们在被书写时会带一个/ἰ/，尽管它无疑是一个短元音，但可能被转写为>
 a-、>
 e-或>
 i-。在迦南语中，元音通常似乎是一个e-。
(104)

 然而，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中的字首增添元音也通常在a-和e-之间变化，虽然带有o-的词形也会出现。
(105)

 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举几个不同类型的例子。

第一个元音便来自对>
 aleph的借用，ἄλϕα（4）本身便是以它为词首。希腊语词汇[image: ]
 （“白天”），它最初的发音为[image: ]
 （H），并且最初的词义也非“白天”，而是“白天的命运”，该词已经被证实来自埃及语词形ἰmy hrwf（“白天的守护者”）。
(106)

 希腊语医学术语ίνάω（“排泄、通便”）似乎来自埃及语医学术语ἰnἰ（“除掉”）。然后是ὀθόνη（H）（“精美的亚麻布、帆布、布罩”）和迦南语>
 ēṭun（“埃及亚麻布、线、绳”）本身，都来自埃及语ἰdmἰ（“红色亚麻布”）。
(107)

 晚期希腊语ὀυραιος（CE5）来自埃及语ἰ‛rt（“蛇形权标”）。最后，已被证实的晚期埃及语词形ἰkm来自km（“完成”），它为希腊语ἀκμή（H）（“最高点或极点、发育完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说明。
(108)

 两位20世纪的希腊语词典编纂学者，瑞典人亚马尔·弗里斯克和法国人皮埃尔·尚特莱纳都将它和*ak-（“锋利的”）——一个他们认定的印欧语词根——联系在一起。不过，尚特莱纳承认，他未能找到ἀκ-μή形成的任何对应词。

作为来自‛ayin的希腊语字首增添元音的例证，有来自埃及语‛qзἰb（“精确的、正直的”）的ἀκρῑβής
 （4）（“准确”）和来自埃及语‛šзt（“一大群、一群、许多”）的ὄχλος
 （5）（“一群、许多”）。
(109)

 来自亚非语词形、以/h/或/ḥ/开头的直译词，包括来自ḤtkзPtḥ
 的Aἰγύπτος
 、来自hbny的ἔβενος
 （5）和来自hby的[image: ]
 （5）。
(110)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带有字首增添元音的亚非语字词，尽管这些字首增添元音很少被书写出来。
(111)

 一部分学者认为埃及语s（з）q［“将……连在一起”或“装进袋子”，科普特语词形写作sok、sook、sak或sō（ō）k］作为Sakku被直译进阿卡德语或作为ś/aq被直译进迦南语，另一部分学者则刚好持相反的观点。
(112)

 不管是来自埃及语还是迦南语，该词源产生了两个希腊语词形，即σάκ（κ）ος
 （4）和带有一个字首增添元音a-的ἀσκός
 （7）。
(113)



希腊语ἀσπίς
 （H）（“盾牌”）似乎来自迦南语词根ṣph/y（“金属盘、覆盖物”），该词根也被证实出现在乌加里特语、西伯利亚和新布匿语中。”Aσπίς
 （5）（“阿斯普蛇”）——埃及蛇类的一种——几乎可以确定来自埃及语Sbi（“反叛的大蛇”），即一个著名的恶魔。
(114)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keliotes）记载，埃及祭司们告诉他，古代的希腊人称他们的城市为ἄστυ
 （H），该词源于埃及城市Asty的名字。
(115)

 在下埃及第二大诺姆（nome）的一个城镇名为ἰst，并且埃及底比斯的普塔神庙被称为ἰsty。安妮·伯顿（Anne Burton）在为狄奥多罗斯《历史文库》第一卷作注的时候，否认第一个城镇名字是词源的说法，因为在古典时期之前，它的发音是*Ēse。不过，她承认，/t/将在第二个例证中保留。
(116)

 我认为没有理由将这个假定直译出现的时间确定为词尾-t消失之后。进一步讲，/t/明显被书写了，我们没有理由去假定为狄奥多罗斯提供信息的祭司们是文盲。然而，由于astu不是局限于对雅典城的称呼，所以更有可能的是，asty至少部分地来自埃及语ἰst（“宫殿”）或（ἰ）st（“地方”）。
(117)

 埃及语ἰrp（“酒”），出现在希腊语中为ἔρπι
 或ἔρπι
 （5）。罗得岛最高的山名为Aταβύριον
 ，该名称来自巴勒斯坦的塔波尔山（MountṬåbôr
 ），它的迦南语名字为*Hat̩t̩åbôr，Aταβύριον
 在从该词那里进行借用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字首增添元音a-。这是一个清楚明了的例证。
(118)

 总而言之，希腊语中极为频繁地出现字首增添元音，不能作为一个“遗传”特性加以解释。它似乎仅仅是对亚非语词汇进行大量直译导致的，尽管它们的直译词不总是准确无误。




12．从Ā到Ē的转变。
 这一变化发生在B类线形文字定式化之后，但始终未完成。它只出现在爱奥尼亚语中，并且在阿提卡方言中出现得更少。其他方言中都保留了印欧语长元音/ā/。这一转变的日期下限被设在了青铜时期晚期荷马时代希腊语拼写标准化之前。许多印欧语专家接受更为古老一些的观点，认为这一转变过程停止于长元音/ā/因缩略而产生之前或新的借用语传入南部和东部爱奥尼亚口语之前。

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利西亚语中，/ā/经常变成/ē/。这种变化与开口元音或闭口元音无关，更有可能是元音音长在其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根据元音音长，学者们不能够判断，它是受影响的长元音还是短元音，因为元音音长不会在文字中标出。元音音长似乎更有可能不仅因为希腊类似语，并且也因为乌加里特语中（使用乌加里特语的族群中也包括许多操卢维语/利西亚语者）从/a>
 /（后来变成了/ā/）到/e>
 /的转变。
(119)

 尽管研究安纳托利亚语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卢维语中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前1千纪，但是我认为似乎更真实的是这一变化在被书写语确认之前已经在口语中发生了。
(120)

 不管怎样，乌加里特语的转变发生于公元前15世纪之前；并且引人注目的是，这两种邻近语言在公元前2千纪赫梯政治统治和主权下以及在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新赫梯征服之下作为口语使用，本应该经历类似的语音转变。

还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泽里格·哈里斯的研究，南部乌加里特语长元音/ā/在著名的“迦南语转变”ā＞o中消失，这一进程“可能在公元前15世纪早期”开始。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或稍后时期的埃及语中，它一定是埃及势力范围内的一个相关联的地区变化。
(121)

 此外，ā＞ū和a＞o的转变也发生在后来的腓尼基语中。
(122)



关于ā>ē和ā>ō这两个不同的转变所导致的结果，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自希腊语两个词汇[image: ]
 “死尸”的所有格形式σώματος
 （H）和σήματος
 （H）（“坟墓”）的所有格形式[image: ]
 ，它们发音和词义的类似性曾使柏拉图迷惑不已。
(123)

 柏拉图和后来的词典编纂学者论证，从语义上来讲，sēma（“坟墓”）来自[image: ]
 （H）（“标记”）是有可能的，但sēma（“标记”）则无这种可能，它更有可能来自迦南语sēm（“名字，标记”）。
(124)



在中期埃及语中，存在着一个词语smзtз（“统一土地”），它在晚期埃及语中则有两个词义“统一土地”和“被埋葬、葬礼”。维尔纳·维奇赫尔（Werner Vycichl）smзtз
 作为单独一个词使用，他将具有后一种词义即“葬礼”的词形重构为*zamз-táз-
 。英美埃及学专家们将这个词形转写为*samз-táз-
 。
(125)

 维奇赫尔的重构似乎是合理的，尽管该重音形式不像他认为的那样确定。*samз-táз-不仅为sêma、sématos和sôma、sómatos提供了一个看似真实的词源，并且也为这些语言借用提供了一个大致时间。来自埃及语和希腊语的证据都表明这些语言借用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250年。/з/明显失去了它的辅音音质。同样，字首s-表明该借用语在发生s＞h的转变之间不会传入希腊语。否则，它如果经历这一转变，将会变成**hēma。在另一方面，sēma最初的多利亚语词形[image: ]
 必定是从埃及语转写过来的，这种转写早于公元前14世纪或公元前13世纪爱奥尼亚语词首/ā/转变为/ē/。与之类似，从埃及语*samз-táз-到希腊语sêma、sématos的语言借用发生于埃及—迦南语重读长元音[image: ]
 转变为[image: ]
 之前。后一种词形[image: ]
 ，被借用后形成了[image: ]
 、σώματος
 。既然两个词语可以在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作品中找到，那么这一语言借用几乎不可能晚于公元前9世纪。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埃及语动词ts（“织在一起、集结军队”）的两个衍生词。该词在科普特语中为jōis（“主人、神”），它表明存在着一个更早的词语*tās。名词tsw，词义为“统帅、穷人的保护者”。由于å＞ē的转变，*Tāsw为Θησεύς
 （“忒修斯”）（Thēseús）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词源说明，忒修斯是雅典的英雄和传说中统一阿提卡的国王。
(126)



该语言借用吻合了赫梯文献提供的赫梯人与阿赫亚瓦人（Aḫḫiyawā
 ）之间关系的描写，几乎可以确定，阿赫亚瓦人是公元前14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3世纪早期的阿哈伊亚人。
(127)

 这个观点的难点在于ā>ē的转变没有影响到阿卡狄亚—塞浦路斯语，它是与迈锡尼语最为接近的最早的古代希腊语，并且它可能是公元前1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12世纪早期在塞浦路斯岛上定居的“海上民族”（Sea People）的语言。这个观点遭到各方面的否定，在此之外的一个否定是，有学者论证希腊人和那些海上民族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而非爱琴海南部。但是这个论证明显不十分令人满意。不管怎样，在铁器时代爱琴海南部岛屿被多利亚族群占领时，发生过一次语音转变的这种提议似乎更有可能合理。如果我们相信荷马史诗和考古证据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阿哈伊亚人和达那亚人（Danaans）在东方的主要势力范围为从西顿到提尔一带，在他们的方言中，重读长元音[image: ]
 早在数个世纪前便变成了[image: ]
 。

无论如何，除了所有这些转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没有关联之外，我们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是长元音ā受到了利西亚语的影响，还是这一转变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然而，这两种假设都似乎合理，可能ā>ō和ā>ē的转变分别反映了青铜时代晚期埃及人和赫梯人的势力范围。




13．从W到不发音的转变。
 本节的题名有些误导人。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对隐藏的[image: ]
 即狄伽马（digamma）或/w/的发现被视为古典学研究的顶级发现之一。
(128)

 虽然/w/没有在荷马时代的希腊语中被书写出来，但它的存在或它的一个反射（refex）的存在是通过先前和它一起发音的元音被禁止省略来标识的。狄伽马出现在一些希腊语字母方言中，并且以w-开头的标记也出现在B类线形文字的正字法中。不过，它从爱奥尼亚字母表中消失具有重要意义。青铜时代晚期，/w/明显在弱化，并且除了作为一个反射存在于第一个千年之外，/w/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129)

 这一变化比从/ā/到/ē/的变化发生的范围更加广泛，但是大方向是一致的。它对爱奥尼亚语和阿提卡语的影响最为强烈，在阿卡狄亚语中，/w/作为词中音消失了，但作为字首音仍然保留了下来。的确，/w/如今仍然存在于拉科尼亚的特萨科尼亚方言（Tsakonian dialect）中，该方言是从一种多利亚方言演变而来的。
(130)

 希腊语中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例子，与含有/w/的印欧语词根保持一致。即便[image: ]
 在古代方言中被写出时，也不可能总是以这种方式来溯源。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指出，字首狄伽马在古典铭文中出现过许多次，但它们的词源尚不可考。
(131)

 在下文第九章中，我将明确提出，希腊语中的借用语中包括亚非语‘ayin，有时>
 aleph甚至能够阻止元音省略。
(132)



根据这种方言形式，有人或许会期望从东地中海语言中找到类似情况。事实上，w>y的转变出现在西闪米特语中。它发生在大约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埃卜拉语和乌加里特语的正字法确立之前。这一转变在乌加里特语中未完成，加之/w/零星地存在于晚期腓尼基语中，强有力地表明这一转变在这一时段的末期才开始。
(133)

 在晚期埃及语中，也存在从长元音/ū/到长元音/ē/的转变。
(134)

 类似的变化，即u>i的转变，也在迈锡尼希腊语中发现，但未见于其他方言中。
(135)



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也存在着变化，但不能与希腊语中的变化等同。此外，对于一个像/w/这样的不稳定音素的弱化，学者们不应该赋予太多的意义。不过，注意到从文献、考古和传说材料来看那些在青铜时代晚期与黎凡特交往最为密切的地区的希腊语方言显然经历了与上述描述类似的发言转变，这是一件有趣的事。w>ō的转变明显与大约这一时期唇软腭音的衰弱有关，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14A．唇软腭音的衰弱1：亚非语附录。
 在述及唇软腭音的衰弱之前，我们需要更广泛地谈一下唇软腭音和圆唇词素。它们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例如，克里斯多夫·埃赫雷特确信亚非语系中存在着一个四重系列：*gw
 、*kw
 、Pw
 和k’w＞
 。
(136)

 阿兰·博姆哈德为原始亚非语系重构了一个充分的圆唇软腭音系列：*gw
 、*kw［h］
 和*k＞w
 。博姆哈德的例子在原始印欧语、原始南高加索语和原始亚非语系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137)






闪米特语中唇软腭音。
 在印欧语和亚非语中存在着两个对应的唇软腭音，它们使这一假设变得更有说服力。埃塞俄比亚语言专家沃尔夫·勒斯劳（Wolf Leslau）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个表示“水”的库希特语词根*əkw
 a。
(138)

 波科尔尼提出的印欧语词根是[image: ]
 。表示“升起、站起”的闪米特语词根√qwm，在大多数古拉格语言中为qwämä。它与被传统重构为*gu̱
 em的印欧语词根非常吻合，但该词根按照重音理论应该是*qw'
 em（“来”）。普遍认为，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中的唇软腭音来自周边的库希特语。有趣的是，它们和其他圆唇辅音在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中的存在明显多于库希特。如此，它们更有可能来自原始闪米特语。如I．M.迪亚克诺夫在1970年所写的那样：

基于库希特语和乍得语资料，原始闪米特—含米特语（亚非语）的系列辅音*gw
 、*qw
 、*kw
 似乎被牢固确立。但是，闪米特语中也有证据指明这些音素的起源的存在，且不说它们存在于那些可能存在有一个库希特语下位层的埃塞俄比亚语。i>u的转变不仅与b、p、m有关，并且［仅在特定的情况里］也与g、q、k有关，这一事实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139)



迪亚克诺夫在这里借助的是他所相信的前—原始亚非语（诺斯特拉语？）的基本双音［bivocalism（a/ə）］加辅音。
(140)

 根据这一构想，在闪米特语中，/a/仍然是辅音，/i/和/u/代表/ə/的变体。顺便提一句，这将意味着埃塞俄比亚语中的/ə/可以被视为主要元音，而非经常假定的次要元音。根据迪亚克诺夫的/i/和/u/交替构想，原始闪米特语字首*bə-、*gw
 ə-、*qw
 ə-在希伯来语和阿卡德语中被转写为bu-、gu-、qu-，但是bi-、gi、qi-在阿拉伯语和阿拉姆语中则被混淆。他将*kw
 ə-和mə-视为所有语言中可能的ku和mu，但在埃塞俄比亚语中，它仍然是kw
 ə-。
(141)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迪亚克诺夫的构想非常诱人。然而，进一步说，他在亚洲的闪米特语中必须找到的不仅仅是更多的衍生形式（refexes），还要找到唇软腭音的普遍或特殊例证。更多反身代词证据来自/g/和/b/的互换，这种现象见于许多不同的迦南语方言中以及如今的埃卜拉语中，碑铭研究专家和语言学家乔万尼·佩蒂纳托（Giovanni Pettinato）将它描述为“有趣的”（interessantisimo）。
(142)

 迄今为止，他仍未在这方面发展他的观点，但是它们必须包括一种可能性，即这种互换可能代表着*gw
 -去软腭音化转变成b-。

唇软腭音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两个一般的古代语言领域：人称代词和不规则动词。下边的第二人称单数代词列表，明显忽略了不相关的词形：


第二人称单数代词

[image: ]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Cw
 /Cy
 的词性交替（gender alternation）对应于语言学的普遍现象即/i/代表小、轻和精致，而/u/代表反面。
(149)



学界普遍承认，按惯例被转写为/t/的埃及象形文字最初源自软腭音/k/。直到近来，它才被承认来自腭音化的*ky
 -。然而，非洲语言学专家克里斯多夫·埃赫雷特强有力地论证，/t/来自一个原始亚非语“边阻塞音”*kw
 -。
(150)

 不管他提供的例证是否具有说服力，考虑到闪米特语的对应性，古代埃及语阳性形式twt似乎更有可能来自一个阳性字首kuw-而非阴性字首kia-。反对这种起源观点的看法是，埃及语第二人称交替词ntk/ntt和其他许多例证暗示/t/从起源上来自腭音化的*ky
 ，这是一个更加频繁的转变。总体形式表明，原始亚非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中有一个交替成分*kw
 -/*ky
 -。另外，第三人称代词中的*sw
 -/*sy
 -暗示存在着一个唇软腭音和圆唇音/sw
 /（见下文）。
(151)



至于第二人称形式，没有理由假定它们处于次要地位。周边的高地东库希特语或者奥摩语都没有类似词形。最有可能的词源来自*an kwə和*an kyə。存在着一个阿尔格巴语（Argobba）词形kä。
(152)

 因此，所有这些词形都很有可能来自原始闪米特语，并且与埃卜拉语和亚述语kuwati有关。作为阿卡德语kati的对应词，该词形的类似词形可以在这两种语言中找到，这表明，尽管大多数亚述文献比那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文献更为晚近，但是在这一方面至少亚述语更为古老。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一词形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影响更大，如果对周边地区有影响的话，也是极为微小的。

有什么理由能够假定kuwa是对*kwa而非双音节的*ku-wa的转写呢？唯一的回答是类型学理由，即代词倾向于成为单音节词，以及类推法理由，即它们与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词汇相类似。另外一个可能性也存在于类推法中，即与第三人称代词的比较，见下文讨论。

另外的亚洲闪米特语唇软腭音可能存在于早期阿卡德语基本动词√kwn（“站立、存在”）之中。雅克·里克曼斯（Jacques Ryckmans）为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中该动词绘制了如下词形变化表：
(153)



[image: ]


来自该表的证据也具有模糊性。它的未完成时形式与词干*kwən极为吻合，然而在完成时中，/k/和/u/被插入音/t/分隔开来。类似的分割也存在于衍生的变化词形之中，尽管它们根据类推法组合在了一起。从整体上来看，这个词形变化表有明显的混淆。将它视为一个带有一个词中弱化音/w/的三字母结构，或者将它视为一个在某些方面符合三字母结构的修正的双字母词，哪种做法更好，这是一个问题。迪亚克诺夫论证，如果词中字母[image: ]
 最初作为一个辅音使用的话，那么将会出现一个未完成时形式[image: ]
 。
(154)

 另外一个论证也具有同样的思路，阿卡德语非过去时会有规律地将第二辅音双写，[image: ]
 不被双写，然而，当最后的/n/后面跟一个元音时它将被双写。
(155)

 这表明，它被视为第二辅音，前面添加了单个/kw
 /。

阿拉伯语具有同样的模糊性，中间字母[image: ]
 在衍生词形中被双写，例如kawwana。也存在着其他迹象，表明该词根可能是*√kwən而非*√kwn或*√kawn。

[image: ]


/ā/和/u/出现在各自的开音节和闭音节中。对该交替元音通常给出的解释是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双元音*aw。然而，如泽里格·哈里斯指出的那样，一般的观点是：

在早期闪米特语中，双元音在音位体系中是元音+结尾音节［y］或［w］；因此，它们总是要么位于词尾，要么后跟一个辅音，该辅音位于下一个音节开头：［báytu］。由于在早期闪米特语中，每一个音节都以一个辅音开头，所以元音间的［y］和［w］必定在音位体系中被视为异音节，不形成双元音，而不是位于下一个音节的开头。
(156)



在这种情况里，开音节和闭音节之间没有区别，因为它们都是闭音节。因此，如果这样一个模式自古就有的话，那么更好的解释是它来自*√kw
 n而非*√kwn或*√kawn。事实上，这种类型的一个词形存在于北古拉格语的古古特语（Gogot）中，即kw
 änä。在兹瓦伊（Zway）的偏远东部埃塞俄比亚语方言中，存在着擦音化的xw
 änä。

该词语传入希腊语中的借用语为κοινός
 （H）（“共同的、公共的、公正的”），它由迦南语√kwn（“建立、正确”）借用而来，这意味着它与*kw
 ən有相同的结构。
(157)

 至于迦南语和埃及语圆唇辅音出现在带有双元音-oi-希腊语中的其他例证，我将在稍后几章中列出。相反的例子也存在。例如，在第八章中，我将证明ϕοι̑βος
 （H）不是来自假设的**pw
 əb，而是来自Pзw‛b
 。
(158)

 尽管如此，*kwn或*kawn不太可能转写为koinós。




*Gw
 Ebla/Biblos*和
 [image: ]
 。对其他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之间的类似语最好的解释是将它们视为在两种语言都具有唇软腭音时传入希腊语的借用语。后来，它们经历了希腊语辅音经历的有规则的语音转变。著名的腓尼基城市在阿卡德语中被称为古伯罗姆（Gublum），经证实，它早在公元前3千纪便出现在了埃及语中，为Kbn。在中王国时期，它成了一个带有[image: ]
 （R5）的三字母词kзp，即Kзpny。这意味着/з/被一个第十八王朝词形强化，该词形被书写时带有一个[image: ]
 kз-。
(159)

 在这种情况下，Kз-可能是一个唇软腭音，如下文所论证的那样，[image: ]
 能够被转写为/kw
 /。
(160)

 这又依次强化了该闪米特语词形中包括一个唇软腭音的假设。在公元前14世纪迦南语中，该城市名被写作古伯拉（Gubla），通过正常的语音转变，它在希伯来语中为格巴尔（Gəbál），在黎凡特阿拉伯语中为加贝尔（Jebeil）。1950年，闪米特语专家和历史学家威廉·奥尔布赖特（William Albright）提出，在希腊语的唇软腭音衰弱之前
 ，希腊人将古伯拉/古伯罗姆听成*Gw
 əbl或*Gw
 ibl。众所周知，在大部分希腊语方言中，gwi变成了bi，这将解释为什么该城的城市名古伯拉在希腊语中被转写为Bίβλος（Bíblos）
 或Bύβλος（Byblos）
 。
(161)

 我认为，如果迦南语也拥有唇软腭音并且希腊人将该词听为*Gw
 ibl的话，这个转写的说法更易于接受。

另一个例证是名字得墨忒耳（Demeter），即Δημήτε
 ，[image: ]
 。不过，在谈这位女神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词语[image: ]
 （“大地”）和它的更久远的成对词[image: ]
 。这两个词语没有印欧语词源，学者们也不能明白它们两个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中期，闪米特语专家马塞尔·科恩建议，gē可能来自埃塞俄比亚语ge（“土地、国土”）。
(162)

 我也在第一卷中独立地提出了这个看法，将gaîa和迦南语完全词形gay´>
 （“宽阔的”），以及将gē和该迦南语的结构形式gê>
 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解释这一希腊语的成对词。
(163)

 如索尔·莱文所指出的那样，gay´>
 的发音在迦南语中是独一无二的。
(164)

 在他的著作《闪米特语词根字典》（Dictionnaire des racines sémitiques
 ）中，大卫·科恩将它概括到词根√gww/>
 之下，就像它在阿拉伯语中转写为ğiwā>
 一样。该词源于*gw
 e的可能性，因为马塞尔·科恩的另一个建议而增大，他提出南埃塞俄比亚语常见的称号gweta（“主人、地主”）——在北部的提格里尼亚语中为gwäyta——来自带有人称后缀-ta的*gw
 e（“土地”）。
(165)



虽然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完全成型，且gaîa在史诗中被更为频繁地使用，但是gaîa和gē都远未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得墨忒耳的名字同样如此。不过，该神名出现得非常古老。不管是古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都会毫不费力地识别这个名字的后半部分[image: ]
 （“母亲”）。但问题在于它的字首Dē-，尽管学界普遍承认它的含义是“大地”。不过，表示大地的标准词汇是gē。该名字中的第一个元音令人迷惑，在多利亚方言中该词被认为应该是[image: ]
 ，在埃托利亚方言中为[image: ]
 。保罗·克雷奇默接受注释者们提出的观点，即da-仅仅是表示“土地”的古老名称。
(166)

 尚特莱纳持反对意见，认为该词除非作为呼喊语，否则是不存在的。

另外一个解释认为，它源于闪米特语。词根√gww/>
 最初是西闪米特语中的*gw
 e，它通过唇软腭音衰弱的规律形式转变成希腊语中的*de。多利亚方言词汇Dāmāter是这一对等关系复杂化，但是由于它没有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因此它有可能是一个逆构词（back formation）。存在于大体上保守的埃托利亚方言中的Dōmāter很可能受到了圆唇音*gw
 e的影响。当它们的语音关系更牢固之时，它们的语义则是完全吻合。毕布勒和得墨忒耳两个例证提供了额外的证据支持唇软腭音可以重构为原始闪米特语的假设。毫无疑问，它们存在于原始亚非语中，并且在当前仍然存在于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中。然而，来自希腊语的证据则是它们至少在公元前2千纪仍然存在于亚洲闪米特语中观点变得更为可信。
(167)






埃及语中的唇软腭音？
 唇软腭音是否存在于埃及语中？反对这一观点是因为它们在科普特语或古希腊语中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并且完全不存在从埃及学角度进行考虑的可能性。此外，唇软腭音存在于闪米特语中并不必然暗示它们存在于埃及语中，闪米特语比它更古老得多。不过，原始亚非语的确拥有唇软腭音。并且，巴比伦语中存在着大量来自埃及语的转写词汇，它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Coi C-在科普特语和希腊语中的发音可以被解释为圆唇音的直译，如mw
 a在法语中拼写为moi、kw
 ã拼写为coin。最后，证据是这一章稍后给出的埃及语中的圆唇音sw
 和mw
 。

这些论证证明了考虑唇软腭音的可能性和开始位置是转写为kз的符号[image: ]
 是正确的。依照惯例书写而成的ka的词义和kз可能作为kē̆r借用到希腊语中，我将在第十章进行讨论。
(168)

 此处，我们只在埃及语中探讨[image: ]
 的音值问题。

该符号在不同时期的发音既是复杂的又是矛盾的。德国学者格哈德·费希特（Gerhard Fecht）和于尔根·奥辛（Jürgen Osing）主张，在埃及语中被称为kзḥr kз的节日的科普特语诸词形为Koiahk、Kiahk（S）、Khoiak（B）以及Kaiak（A），这表明存在着第二音节的重读和重构的*kaз。
(169)

 维尔纳·维奇赫尔对此持有异议，他论证他们忽略了“至少四个证据”：（1）在音节正字法中，[image: ]
 的音值为ku；（2）不存在腭音化，它总是和*kaз一起出现；（3）在第一音节中，该元音保存；（4）波海利方言（Bohairic）中的送气音。除了这些论证之外，维奇赫尔还提到了中巴比伦语（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对Tзb n kз（“金瓶或银瓶”）的转写，即zabnakuu；以及对Ḥt kзPtḥ（“孟菲斯”）的转写，即Ḥikuuptaaḫ。请注意，两个词语中都存在着一个成双的/u/。
(170)

 维奇赫尔本能够通过B类线形文字词汇A3kupitijo和字母拼写词汇Aἰγύπτιος
 来强化他的论证。不过，权威的费希特和奥辛明显有来自Koiak等拼写的理由，来证明/a/的存在是合理的。

我相信，学者们能够找到一个解决*kw
 -（a）最初发音的重构问题的方法。在另一个词条中，维奇赫尔写道：“在问题所涉的时期里（埃塞俄比亚时代晚期，即公元前7世纪），[image: ]
 不是ka，而是一个未被腭音化的k，接近于或等同于ḳ［q］，与在大部分词汇里被轻微腭音化的单个k[image: ]
 形成对比。”
(171)

 这样一个定义，将会与kw
 -完全吻合。这段文字写在科普特语词汇kelōl或kulōl（“盛水容器”）的词条里，它的另一个词义为“山洞、大洞”，两者都源于qrr。词中的交替元音暗示，我们在这里或许正在探讨一个起源词汇*qw
 e-lōl。因此，如果浊音/з/是消失的[image: ]
 ，它有可能不仅仅作为ku来转写外国名称，而且还用于转写传入埃及语的闪米特语词汇。
(172)



三种现象支持[image: ]
 被用于表示kw
 -和ku的观点：其一，在埃及语中，ku和ka可以替换；其二，迦南语将ku转写为ka或qa；其三，传入埃及语中被转写为ku的词语在科普特语中则为ka。关于第一种例证，存在着许多交替词，如kurti/karati（“鞭子”）、kurakura/karakara（“长榻”）、kumaru/kamaru（“跳舞者”），可能还有希伯来语词汇komer（“异教祭司”），为起源词汇*kw
 amer提供进一步的证据。第二个现象的代表是kumasa（“怯懦”），詹姆斯·霍奇将它和米士那希伯来语的kåmaś（“凋谢、变弱”）以及动词kamasa的某些阿拉伯语词干联系在一起。
(173)

 然后是Kur>
 ata（“被关进笼子的”）。霍奇将该词重构为一个阴性被动分词*kalu>
 ata，像《圣经》希伯来语词汇kålû>
 （“被监禁的”）。最后是kurata，霍奇认为它源于*karata（“屠宰或刀剑”）。
(174)

 并且他将这一词源演变和闪米特语常用词根√krt和希伯来语kårat联系在一起。关于第三种例证，存在着科普特语kaji（“小水桶”），源于闪米特语借用词kada（在词组中读作kusa）。雅罗斯拉夫·切尔尼（JaroslavČerny）将它和阿拉姆语kûzā>
 （“小水罐”）联系在一起。沃尔夫·勒斯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该阿拉姆语词汇和类似的阿拉伯语词汇是来自伊朗语的借用词。
(175)



上文讨论过的城市名称Byblos/Gubla/*Gw
 ibl的一个变体拼写，支持读作ka-的符合一般也可以读作kw
 -的假设。然而，将[image: ]
 的音值视为kw
 -a-，不仅仅局限于闪米特语名称或借用语。科普特语词汇kelōl或kulōl在上文已经提到。也有一个古老的词汇与kз有关，kз[image: ]
 在书写时带有一个公牛或阴茎图形，“公牛”在古科普特语中发音为ko，在希腊语中转写为ka-和kai-，这暗示存在着一个更早的*kw
 a，当然kз[image: ]
 本身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埃及语中明显包含有唇软腭音，即便书写体系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将它们表现出来。




其他圆唇辅音。
 不管是博姆哈德还是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都没有为原始亚非语系重构圆唇咝音。同样，它们也没有被记录在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中，在这些语言中，发圆唇音是其他因素的一个如此普遍的特征。不过，根据迪亚克诺夫对/a/和/ə/这两个带有辅音的元音的构想，学者们可能会猜想到咝音，而它们在南库希特语中已被证实。
(176)

 并且，下面的第三人称代词表，与上文的第二人称代词表类似，强烈地暗示亚洲闪米特语中也存在着一个圆唇音sw
 。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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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证据来自埃及语和阿卡德语对迦南语词汇的转写：*tawbib（“拖回”），转写为sa-wa bi-bi；swl（“骑马裙？”），转写为s-wa-r；以及*sō>
 ibta（“容器”），在埃及语中转写为su5
 -wi2
 -b-ti、在阿卡德语中转写为su-i-ib-da。
(183)

 事实上，乌加里特语字母表中的第30个字母，按照惯例被命名为ɀu并且被转写为[image: ]
 ，发音或为/sw
 /，或为su。这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84)



当探讨圆唇音时，我们有更坚实的基础。它们在亚非语和其他非洲语言中得到了大量的证实。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在奥摩语、贝沙语和库希特语中出现得将对少一些。这就使得它们在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中的强烈表现不太可能是一种创新，而更有可能是原始闪米特语特征保留。例如广泛存在的古拉格语词汇bw
 ər（“主要、重要人物”），出现在阿卡德语中为b>
 6r，闪米特语学家I．J.盖尔布将其重构为buārum（“强壮”）。然而，对于带有同一结构的b>
 6s，盖尔布则假定它为bâšum（“害羞的”）。在这种情况里，字首也应该出现一个圆唇音*bw
 -。该词的迦南语词根是√bwš（“羞耻”），并且，尽管词尾咝音存在着疑难，但是它似乎和古拉格语普通词汇bw
 äs（“破旧的、邋遢的人、笨手笨脚的人”）联系在一起。闪米特语中存在着一个常见词根√bzz（“抓住、抢夺、掠夺”）。巴扎（Bw
 äž（ž）ä）是古拉格人信仰的一个令人恐怖但又孕育生命的神的名字，他是雷霆和闪电的化身，古拉格人仍然信仰异教，没有皈依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将闪电击中的树木的枝干栽植在大门前，该住宅将会受到来自他的保护。
(185)

 因此，有趣的是，立于耶路撒冷神庙前（并且有可能是位于其他一些迦南神庙前）石柱中有一个被命名为博阿兹（Bo‛az）。
(186)



最后，词形mw
 ätä可以在古古特和索多（Soddo）的古拉格语中找到，它属于亚非语系词根，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将其重构为*mawut（“死亡”）。该词形很好地反映在了常见的亚洲闪米特语√mwt和阿卡德语mâtu之间的交替中。I．J.盖尔布将该动词重构为muātum。
(187)

 更可信的证据证明埃及语里存在圆唇音/m/，来自阿卡德语对埃及核心文化观念mз‛t的转写，即mua。（mз‛t借用到希腊语转变为moìra，这个问题将在第十章中讨论。
(188)

 ）另一个圆唇音可见于加德纳对词根dpt（“船”）进行的看似真实的重构dapw
 at。
(189)



交替词Cw
 áCo在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和其他许多语言中频繁出现。因此，所谓的迦南语转变即ā＞ō的转换在公元前2千纪末前后影响到了迦南语和埃及语，这个进程可能受到了圆唇辅音衰弱的推动；根据类推法，非圆唇音节与它们分开。
(190)



唇软腭音和圆唇音存在于亚洲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它们到公元前2千纪还明显存在，但是后来变衰弱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是，这一衰弱怎样和在同一个千纪的希腊语中的衰弱联系在一起。




14B．希腊语中唇软腭音的衰弱2。
 *Gw
 ibla和Demeter传入希腊语早于唇软腭音的衰弱，而[image: ]
 和γη̑
 的传入则晚于它，然而，这一事实并未告诉我们关于每个转变发生年代的任何信息。不过，有两条线索表明，希腊语中唇软腭音衰弱得较早。其中第一个线索来自神话名字Γύης
 ，他是乌拉诺斯（Ouranos）和盖娅（Gaia）的儿子。
(191)

 公元前5世纪词典编纂学者赫西基奥斯（Hesykhios）为词语γύης
 作注释，指出它是“土地的尺寸”或“土地本身”。尚特莱纳将它和γύηgýē
 （“犁中的一块弯木头”）联系在一起，此时的词义为“可耕地”。然而，gýēs可能是由迦南语*gw
 e演变而来的借用语，当时仅仍保留唇软腭音，但希腊语中已经消失。或者，它可能是将两个词源混淆导致的结果。与之类似，希腊语γύαλον
 （“空”），有时表述瓶子，来自闪米特语词根√gwl（“圆洞”），它在被转写时带了南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中的gw
 -。在西闪米特语唇软腭音衰弱之后，迦南语gullåh又一次被借用为γωλέος
 （“洞、穴”）、[image: ]
 （“腓尼基船”）、γαυλός
 （“水桶”）和γαυλίς
 （“油灯”）。
(192)



希腊语中唇软腭音衰弱的日期在第九章探讨词汇“巴昔琉斯”（basileus）时还会出现。就这个问题而言，通过利用上述第11小节和第12小节中的论证，希腊语的转变可以被确定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不涉及咝音的更早转变。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语表明，这个时代处于希腊语唇软腭音失去之后、迦南语唇软腭音失去之前。既然唇软腭音在铁器时代的腓尼基未曾出现，那么希腊语唇软腭音的衰弱可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起始处。该衰弱年代会在第九章中进一步探讨。
(193)



正如前两种情况，希腊语和闪米特语的转变和埃及语的转变极为不同。就像印度—雅利安语、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等S类语言，希腊语和闪米特语只是简单地将kw
 唇音化为k。
(194)

 在希腊语中，/kw
 /通过各种途径衰弱，最常见的是在/a/和/o/前衰弱为/p/，在/u/前衰弱为/k/，在/e/和/i/前衰弱为/t/。事实上，这与吕底亚语和利西亚语中的情况更为接近，吕底亚语发音/kw
 /普遍会变成/p/，利西亚语中该发音则会衰弱为t和k这两个辅音。
(195)

 一个爱琴—安纳托利亚语同言线似乎形成了。不过，闪米特语中/kw
 /有时有可能会变成/p/，然而希腊语方言之间的极大多样性或许会减少它的重要性。

然而，根据古代模式构建一个天真的公式显然会遭遇比其严肃许多倍的反对：希腊语唇软腭音的衰弱可能是亚非语征服者引起的，因为他们的语言中已经不存在这类发音了。像由ty
 到s的转变一样，唇软腭音的衰弱在爱琴语中发生的时间早于迦南语。所以，学者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假设，即公元前17世纪希腊人对普通语言的混淆导致了希腊语中该体系的崩溃。与此同时，海上民族在黎凡特地区造成的混乱，导致了唇软腭音在迦南语中的衰弱，海上民族的大部分是由希腊语和安纳托利亚语族群构成，他们失掉了唇软腭音。




15．从/u/到/ü/的转变。
 这一转变似乎比其他转变发生得稍晚一些，并且，像从/ā/到/ē/的转变（第12小节）一样，它最初仅限于东爱奥尼亚语和阿提卡语中，在其他希腊语方言中未曾出现，直至希腊化时代。学界通常将这一转变的发生时间定位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
(196)

 不过，学者们提出的这个年代受到字母表到8世纪时传入的这一年代的限制，因为，希腊字母υ最初表示/u/，转而表示/ü/。然而，正如我和其他学者论证的那样，字母表传入的时间提早到至公元前2千纪；这样的话，这一限制将不再起作用。1940年，埃德加·斯特蒂文特暗示，/u/＞/ü/的转变发生的时间可能要早许多。
(197)



尽管希伯来语没有经历，但是腓尼基语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u/＞/ü/的转变。这似乎是一个长期的“链条变化”，由迦南语中重读长元音[image: ]
 的转变引发。腓尼基语中重读音/á/＞/o/的转变（极有可能经由/å/完成，qåmåṣ，发音为/ɔ/）是后来发生的。作为转变结果的/o/，不是迦南语转变导致的后果。该字母然后被“推着”或“拽着”变成了/u/。这一转换转而迫使最初的迦南语发音/u/转变为/ü/。
(198)



问题是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的/u/＞/ü/的转变是否相关联。后元音转变为前元音的链条变化极为普遍，并且在绝大多数印欧语中都能找到。因此，腓尼基语和东爱奥尼亚语中的发展变化极有可能是独立的。[image: ]
 和a＞h的转变的扩散，参见上文（第12小节），它表明存在着一个与埃及—迦南语轴心对应的安纳托利亚—希腊语轴心。它们在政治上与埃及语族群和赫梯语族群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的势力范围相一致。腓尼基—东爱奥尼亚语接触与这个时期吻合，即从公元前13世纪末海上民族危机结束之后至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多利亚人入主东南爱琴海之前；换言之，在公元前12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东爱奥尼亚语和腓尼基语族群密切接触。如果能够确立联系的话，那么腓尼基语/u/＞/ü/的转变，作为上面构画的更大的链条变化中的一部分，是更早的和首先出现的变化。


 结语

在解体的印欧语和被证实最早的希腊语之间发生的语音系统变化，不可能是任何单个原因导致的。喉音的消失和从重读音到浊塞音的转变发生在许多的印欧语系分支中，必须从内部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塞音和送气音的分裂与合并是希腊语的一个奇特现象。剩余的转变发生在邻近语言中，并且作为地区发展演变的结果出现。其中的许多变化，包括/s/的弱化、y＞a的转变以及词尾-t的消失，在整个世界的语言中都频繁出现，但是不能对它们赋予过多的重要意义。某些转变，如ty
 ＞s和唇软腭音的衰弱，发生在希腊语中的时间可能要早于亚非语系。此外，-n对-m的替换和爱奥尼亚语ā＞ē的转变指向安纳托利亚语而非埃及语或西南亚语言的影响。除了方言中u/＞/ü/的转变之外，希腊语能和亚非语系发生明确联系的唯一特征是字首增添元音的频频出现，这一转变视为词汇转变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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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dwick（1975，808）and Szemerényi（1967a，193）.


(69)
  关于琐罗亚斯德的早期年代，参见Boyce（1975，3，190）；Kingsley（1990，245-65）和Burrow（1973，136-7）。


(70)
  参见Trask（1996，58）。


(71)
  Meillet（1965，22）;Ventris and Chadwick（1973，78）;Lejeune（1972，165-73）.关于对表示这一变化的符号可见于B类线形文字和荷马时代的希腊语中的论证，参见Deroi（1974）和Nagy（1970，101-51）。


(72)
  Meillet（1936，44-5，186）.


(73)
  Moscati et al.（1969，45）.


(74)
  大的例外是yôm（“白天”）和yåd（“手”）。我在下文将论证yåm（“海”）源于*my
 am。


(75)
  Moscati et al.（1969，62）and Harris（1939，43）.


(76)
  Loprieno（1995，35）.关于/i/始终是/＞/的非常可信的论证，参见Hodge（1977，930-4）。另见Albright（1923，67）。


(77)
  关于阿尔巴尼亚语，参见Georgiev（1966，163）。


(78)
  Bomhard and Kerns（1994，100-1）.我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参见Bernal（1981）。


(79)
  Moscati et al.（1969，28）.


(80)
  Harris（1939，40-1）.墨兰（Moran）有不同的观点，他将这个年代置于公元前14世纪；参见Moran（1961，59）。关于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该字母表传播之前dy
 ＞z的合并，参见Bernal（1990，67）。


(81)
  Meillet（1936，73）.关于迈锡尼语/s/的歧义，参见Ventris and Chadwick（1973，398-9）。关于希腊语方言的复杂性和相关主题的参考文献，参见Dunkel（1981a，132-41）。


(82)
  在埃及语中，Ṭ（y）
 or被转写为Ḏwз（wy）。参见Posener（1940，82）和Helck（1962，58）。参见Katzenstein（1973，19）中的参考文献。在晚期埃及语中，字首字母可能表示一个中性齿音［Loprieno（1995，38）］；并且，可以相信，希腊语Tyros受到了它的影响。


(83)
  Bomhard and Kerns（1994，72）and Gamkriledze and Ivanov（1995，81-8）.


(84)
  博姆哈德接受它们是原始亚非语，但否定它们是原始闪米特语。Bomhard and Kerns（1994，97）.


(85)
  Nagy（1970，125-51）and Lejeune（［1972］1987，101）.


(86)
  参见Steiner（1982）。不同的看法，参见Moscati et al.（1969，33）。


(87)
  关于-ss-/-tt-在不同方言中的变体，参见Lejeune（［1972］1987，106）的图表。关于它们的更多信息和用于表示̨sade的字母，参见Bernal（1990，108-10）。


(88)
  这个词源被戈登接受，见个人通信，1998年10月。


(89)
  Georgiev（1966，73）.


(90)
  Beeler（1981，69）.


(91)
  Georgiev（1966，231）.


(92)
  Gusmani（1964，235-6，241-2）.


(93)
  Georgiev（1966，150）.


(94)
  Loprieno（1995，38）.


(95)
  Harris（1939，53，58-9）.


(96)
  Wyatt（1972b，1）.


(97)
  参见Szemerényi（1964b，224-40）。关于相关概览，参见Chantraine s．v．ónoma
 。另见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126-30）。Wyatt否认原始印欧语存在着任何喉音，参见Wyatt（1972b，4）。他随后（3-10）尝试着将这一普遍趋势变成一个固定的原则。关于这一僵化的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参见Szemerényi（1973c）。

　　正如阿兰·博姆哈德所提出的那样，“名称”可能来自诺斯特拉语词根*?in-im/?en-im。他在原始印欧语、原始乌拉尔语和苏美尔语中找到了这个词根。但是他没有在原始亚非语中找到，参见（1994，687 §569）。根据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的观点，这个亚非语词根是*süm，参见Orel and Stolbova（1995，485 §2304）。不过，中乍得语中的特拉语（Tera）、库德语（Gude）和库都语（Gudu）中，存在着带有词首l-的词形。它们将这些词形解释为“受到表示‘耳朵’的词汇的腐蚀而产生的不规则边音”。这个解释本身是不太可能的。更甚者，纽曼（Newman）和马（Ma）给出了重构的比乌—曼德拉（Biu-Mandara）方言词形dləm和其他方言词形tlēmi，参见Newman and Ma（1966，237 §70）。他们的重构表明，存在着一个乍得语词根*ɬm。对这一词根可能是亚非语的论证，被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在闪米特语中，字首s1
 -，而非s
(98)

 -，通常是/ɬ/的衍生词。然而，考虑到亚非语字首n-弱化为l-的趋势和“名称”这个词汇存在时间特别悠久，所以，*ɬm可能是亚非语词根，这就使得存在着一个来自诺斯特拉语*?in-im/?en-im的可信的衍生词。

　　尼罗语词根*（ka）rin将情况进一步混淆，塔卡克斯将它视为埃及语rn（“名称”）的词源。参见Takács（1999，38-9）。


(98)
  Lejeune（［1972］1987，210-1）.


(99)
  Thomson（1966，27-8）and Meillet（1936，143）.


(100)
  Clackson（1994，33-5）.尽管不像克拉克森怀疑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之间特殊的语系关系，但是林格等人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意大利语和凯尔特语之间的牢固；参见Ringe et al.（2002，103-4）。他们的结论是：“总而言之，虽然我们认为克拉克森在否定任何（有关这一关系的）证据方面言过其实，但是，我们还是乐意承认，证实它的证据是令人失望地匮乏。”他们接受的唯一排他性类似词是他们重构的词形ā́mr（“白天”）。我将在下文（注释108
 ）论证，希腊语hēmera是来自埃及语的借用词，并且我猜想该亚美尼亚语词汇来自希腊语。


(101)
  本书第四章，注释110
 —112
 。


(102)
  爱尔兰语中存在着大量从拉丁语p-那里直译词汇，如Pascha（“复活节”）、purpura（“紫色”）等等，考虑到这种类似，希腊语中存在着一个来自阿卡德语eveb（“日落”）的衍生词，并非不可能。参见Thurneysen［（1949）1993，570 §920］。不过，这种类似被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当时的爱尔兰语中不存在/p/，而亚美尼亚语中却存在着/b/。


(103)
  泽特首先为埃及语提出了这一观点，参见Sethe（1893）。后来的许多埃及语专家对此进行否定，但又被霍奇复兴，参见Hodge（1991）。关于埃及语，也请参见Gardiner（1957，209 §272）。关于闪米特语，参见Kienast（2001，35）。


(104)
  Moscati et al.（1969，60）.


(105)
  Meillet（1965，19）.该亚美尼亚语词形可能来自古高加索语乌拉尔图语，但在该语言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字首增添元音显然是u-。参见Friedrich（1933，68）。


(106)
  Onians（［1951］1988，412-5）.


(107)
  关于这一词源分析的参考文献，参见尚特莱纳。


(108)
  埃及语km也可见于佩罗（Pero）的西乍得语kémó和原始班图语*-kom-“被完成了”。参见Takács（1999，43）。


(109)
  这一直译词一定在很早的时候出现的，不仅因为/з/的发音是一个流音，并且因为/š/在希腊语中转写为χ，它反映了埃及语从ḫ到š的转换。关于这个词汇的其他信息，参见下文第八章，注释63
 和66
 。


(110)
  Hbny本身可能是一个源于一个刚果—撒哈拉语词汇的直译词。


(111)
  关于这一原则，参见Gardiner（1957，209 §272）。


(112)
  切尔尼提出了一个埃及语词源。维奇赫尔对此提出质疑，并且指出该词是闪米特语；参见Vycichl（1983）。维奇赫尔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该词根可见于阿卡德语和古兹语，第二埃及语符号[image: ]
 /s/在希伯来语被转写为/s/，而非śaq中的/ś/。他的观点得到了霍奇的支持，参见Hoch（1994，269 §383 and n．59）。

　　尽管存在着这些论证，但是我还是接受切尔尼的假设，部分原因是该埃及语咝音是不确定的。š（з）q可能带有“包”的词义。更重要的是，这个被提出的原始词形s（з）q，为希腊语σάρξ，σαρκός
 （H）（“肉体”）即psukhēe（“精神”）的对立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否定了它来自印欧语词根*twerk-（“砍、部分”）的词源分析。同样，他又正确地拒绝了利施（Risch）提出的观点：它源于一个可见于阿维斯塔语qwarɘxšhtar
 （“创造者”）的印欧语词根。利施的论证是，sárx在希腊语中的原始词义是“使某物或某人成形”，他的论证或许更有道理。据我所知，这个词义上的s（з）q没有得到更早的证实，但是，在科普特语文献中，sarx经常被理解为被灵魂招惹得“疲惫”。例如，萨希迪方言（Sahidic）写成的《木匠约瑟夫的生平》（The Life of Joseph the Carpenter
 ）残篇（18.4）中的短语[image: ]
 ，引自Lamdin（1983，196-208）。


(113)
  尚特莱纳将askos的词源视为non établie。


(114)
  该希腊语词汇的词根显然是*aspid。将-d或-t增加到两字母词根后，将在下文探讨，参见第十四章，注释18
 。尚特莱纳没有为aspis提供一个明确的词源。他也将该蛇的名字和它联系在一起，原因是，蛇在发动攻击的时候，脖子是弯曲的；他倾向于认为它是源于另外一种语言的借用词。


(115)
  Diodoros，1.28.4.参见下文第二十二章，注释163
 —166
 。


(116)
  Burton（1972，122）.虽然她标明引文来自Gauthier（1925-31，vol．1，104），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她，但是我在她标注的页码上没有找到她的引文。


(117)
  Wiedemann（1883，2），维德曼否定了astu源于ἰst。尚特莱纳认为，字首的权杖符号将它和不确定的迈锡尼语词形watu和吠陀语vastu［“住宅”（晚期）］、吐火罗语A“wast”、吐火罗语B“ost”（“住宅”）联系在一起。即便如此，尚特莱纳还是意识到了元音中存在的问题。关于词首w-没有给埃及语词源带来问题，参见Chadwick（1973，79，398）；查德威克指出，在一些例子中，字首的digamma可以在一些古典时期的碑铭中发现，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一词源分析就是正确的。


(118)
  更多的探讨，参见下文第七章，注释93
 —94
 。关于贝洛赫试图将罗得岛的宙斯的称号Atabu/rioj与这条山脉和任何闪米特语瑕疵分开的尝试，参见Burkert（1992，34）。


(119)
  Harris（1939，42）.


(120)
  Bryce（1976，168-70）.


(121)
  Harris（1939，43-4）和Loprieno（1995，38-9）。关于它与咝音消亡之间的可能性关联，参见下文注191。


(122)
  Segert（1997，176）.


(123)
  Cratylus，400 B and C.关于Kēphissos/Kōpais中ē/ō交替的一个类似情况，参见第二十章，注释90
 以下。


(124)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注释14
 —16
 。


(125)
  Vycichl（1983，215）.


(126)
  尚特莱纳称，这些名字可见于迈锡尼语，但没有列举任何词形。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认为不存在，参见Ventris and Chadwick（1973）。尚特莱纳同意弗里斯克的观点，认为该词源“未知”。关于后缀-eus来自埃及语表示使动的后缀-w，参见本书第六章，注释8
 —12
 。关于对动词ṯs的更多探讨，参见第八章，注释44
 。关于对tsw/Theseus的更多探讨，参见第二十二章，注释169
 。


(127)
  参见Stubbings（1975，186-7）。


(128)
  Sandys（1903-08，vol．2，407-8）.


(129)
  Chantraine（［1948］1973，153）.


(130)
  Meillet（1965，81）.


(131)
  Chadwick（1973，79，398）.


(132)
  第九章，注释10
 。


(133)
  关于Eblaite，参见Pettinato（1981，67）。关于乌加里特语中的情况，参见Gordon（1965a，32）。


(134)
  Loprieno（1995，38）.


(135)
  Dunkel（1981a，139）.


(136)
  Ehret（1995，174-8）.


(137)
  Bomhard and Kerns（1994，467-500）.


(138)
  Leslau（1979，vol．3，xxxix）.*əkw
 a明显与重构的表示“雨”或“水”的科伊桑语词根*!kxoe和*!qha类似。参见G．Starostin（2003，110-1）。不过，这两个词根都没有出现在哈扎语（Hadza）或桑达韦（Sandawe）。


(139)
  Diakonoff（1970，456，n．9）.


(140)
  迪亚克诺夫认为这一双重发音来自埃德温·普雷布兰克（Edwin Pulleyblank）重构的纳得内语中的汉语和东北高加索语。迪亚克诺夫主张，同样的结构也存在于西北和南高加索语中，它类似于印欧语的基本发音*o和*ə。参见Diakonoff（1970，454，n．10）。


(141)
  Diakonoff（1970，466）.


(142)
  参见Pettinato（1979，68;1981，60）。


(143)
  Gardiner（1957，53）.埃及语的主要代词没有格。


(144)
  Gordon（1997，107）.


(145)
  Ryckmans（1960，30）.


(146)
  Moscati et al.（1969，104）.


(147)
  Hetzron（1997，540）.


(148)
  Leslau（1979，vol．3，369，372）.


(149)
  参见Jakobson and Waugh（1990，301-4）。


(150)
  Ehret（1995，14）.


(151)
  这并不是说，闪米特语主格代词类型>
 anta/>
 anti是次要的。词尾-ta和-ti可能有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相关参考文献，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285-7）。


(152)
  Hetzron（1978，59）；哈德森只将它视为ank，参见Hudson（1997，462）。


(153)
  Ryckmans（1960，20-1）.


(154)
  Diakonoff（1965，34）.


(155)
  Moscati et al.（1969，167）.


(156)
  Harris（1939，30）.


(157)
  弗里斯克需要一个来自假设词形*κον--yoς的换位词*κομ--yoς，并将它与拉丁语cum（“带”，with）或带有疑问的原始希腊语*kon（“带”）联系在一起。尚特莱纳认为弗里斯克的第一个假设是传统观点，并且推测，该词根是*kei，并将它与荷马时代的词语kei/wn（“劈开”）联系在一起，他将后者的词义进一步引申为“分享”。他也认为梵语śéva（“友好的、亲爱的”）“过于牵强”。


(158)
  本书第九章，注释21
 —25
 。关于Cw
 V＞Coi的例词，参见Phoinix，chap．15，nn．34-43，以及Moira，chap．10，nn．162-3。


(159)
  参见Gardiner（1947，1：150）。我需要对斯科特·尼格尔（Scott Noegel）博士表示感谢，他为我指出了该名字中的/з/。关于第十八王朝的词形，参见Sethe Helck（1906-9，Urk．IV，1344.5）。


(160)
  参见下文注释169
 —175
 。


(161)
  Albright（1950，166）.另见第一卷，第57页。通过发音转变可知，Gubla/Biblos不是公元前1500年前希腊人熟知的唯一的黎凡特城市名称。推罗已在前文探讨（参见注释81
 ）。至于加沙，它源于迦南语，语言借用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g/与/‛/的合并之前；参见Harris（1939，40-1 §13）。它的希伯来语地名是‛azzåh。


(162)
  Cohen（1933，34-5）.B类线形文字词形rawageta，其多利亚语词形为λᾱγέτᾱς
 ，指的是“人民领袖”，可能源于此，而非界定不清的词形λαόςάγέομαι
 。关于laós的可能的闪米特语词源，参见第十三章，注释49
 —52
 。


(163)
  第一卷，第57—58页。布朗显然接受了我的观点，参见Brown（1995，58）。不过，在后来的著作（2000，302）中，他认为这一闪米特语词源“带有更多的可疑之处”。


(164)
  Levin（1971a，481）.


(165)
  M．Cohen（1933，34）.


(166)
  Kretschmer（1927，240）.


(167)
  另外一个在希腊语咝音消亡之前传入希腊语的闪米特语例词qw
 älläfä＞delph-将在下文讨论，参见本书第十九章，注释142
 。


(168)
  本书第十章，注释86
 —93
 。


(169)
  Fecht（1960，§176）and Osing（1976，348）.


(170)
  Vycichl（1983，74）.


(171)
  Vycichl（1983，77）.


(172)
  关于kurṭi/karati，参见Hoch（1994，333-4 §486）；关于kurakura/karakara，参见Hoch（1994，335 §491）；关于kumaru/kamaru，参见Vycichl（1983，77）和Hoch（1994，320-1§462）。


(173)
  参见Hoch（1994，422-3 §465）。


(174)
  参见Hoch，第328、475页。


(175)
  Černy（1976，69）and Leslau（1979，vol．3，359）.


(176)
  Elderkin（1976，291）.


(177)
  Gardiner（1957，53）.需要重复的是，埃及语主要代词没有格变化。


(178)
  Gordon（1997，107）.


(179)
  Ryckmans（1960，30）.我在其他著作（1990，102）中探讨了传统上翻译为/š/的阿卡德语咝音也可以被视为/s/。


(180)
  Moscati et al.（1969，104）.


(181)
  Hetzron（1997，540）.


(182)
  Leslau（1979，3）.


(183)
  参见Hoch（1994，256-7，275 §§ 360-1，392）。


(184)
  参见Segert（1983，202，215）以及Bernal（1990，105）。


(185)
  Leslau（1950，54-5）;Shack and Habte（1974，26）和Bernal（1990，45）。词根√bzz可能是埃及神贝斯（Bes）的同源词，相关讨论，参见本书第十章，注释26
 —30
 。


(186)
  Kings 7.21.‛ayin将确保一个圆唇音发音。


(187)
  Gelb（1957，167）.


(188)
  本书第十章，注释159
 —168
 。


(189)
  参见Gardiner（1957，61）以及Callendar（1975，13）。另见本书第十二章，注释32
 —35
 。


(190)
  原唇齿音的可能性，参见本书第十四章，注释9
 —10
 。


(191)
  Hesiod，Theogony
 1．149.


(192)
  与迦南语的明显关联使莱维提出了这一词源，参见Lewy（1895，151，210）。像尚特莱纳一样，马森试图否定它，但两者的论证都极不可信。


(193)
  本书第九章，注释58
 —81
 。


(194)
  Meillet（1964，91-5）and Bomhard（1981，391）.


(195)
  关于吕底亚语，参见Bomhard（1984，97）。切梅林伊明显被这一观点吸引：吕底亚和伊奥利亚都出现了将唇软腭音唇音化的趋势，这些唇软腭音仍在邻近地区使用。不过，他指出，由于唇音化发生在前，所以重构利西亚语和吕底亚语的不同元音和重读音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参见Szemerényi（1966b，39-40）。我想继续说的是，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希腊语也同样是如此。例如，在他为kw
 i＞ti给出的四种可能性中的三种，即tisis、tima以及atimos，有可能的埃及语词源，却与印欧语唇软腭音没有任何关联。参见本书第九章，注释188
 —191
 。


(196)
  Allen（1987，66）and Fox（1996，41）.


(197)
  Sturtevant（1940，42）.


(198)
  Fox（1996，38-41）.



第六章　地中海背景下的希腊语言（第二部分）：词法和句法的发展

本章探讨一种语言的变化范围，这种语言所经历的影响虽然不是翻天覆地，但足以构成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深远影响。在第五章，我们看到外界对于希腊语音体系的巨大影响，从第七章开始，我们将看到大量的亚非语言的词汇和名称融入希腊词汇。本章，我们将探讨一些源于闪米特语或埃及语在词法形式上的例子，以及很多通过词汇借用带来的句法变化的情况。


 词法

1．名词格的消失

前文已经提到，早期希腊语存在着明显的格的消失。亚美尼亚语则出现相反现象，可能是因为它后来的家乡周围非印欧语的高度曲折变化。相比之下，早期安纳托利亚语言，缺少与格—方位格和完整的名词体系，这些都可以在严格意义上的印欧语中发现。
(1)

 因此，一个印度—赫梯语即“前希腊语”下位层可能对希腊语施加影响，使其丢掉了格。然而，这种影响也同样有可能来自亚非语。事实上，这种可能性的出现，更有可能是因为公元前2千纪时迦南语逐渐减少到了一个名词格，它开始时也只有三个名词格。这个过程到14世纪似乎已经完成。
(2)

 这种变化更加可能是受埃及语的影响。埃及语的格没有标记，主格可能除外，因为其书面语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这样，希腊语格变化的消失可以归因于下位层影响或地区影响，或者两者都发挥了作用。

2．希腊语间接格双数后缀-οιιν和-αιιν

牛津语言学家L．R.帕尔默（L．R．Palmer）在其权威著作《希腊语》（The Greek Language
 ）中写道：“希腊语-οιιν
 在（印欧语中）的其他语言中都没有对等词。”
(3)

 索尔·莱文（Saul Levin）简单易懂地解释了这一点。他明确指出，属格和与格双数后缀-oiin虽然未在B类线形文字中证实，但它在荷马时代的希腊语中是常见的，该后缀来自迦南语双数的受格和属格*-ayim。虽然乌加里特语的受格—属格后缀为-ēm，阿拉伯语为-ayni，并且希伯来语（可能还有迦南语）的后缀-ayim用在所有的格中，通常认为都源于间接格词尾。
(4)

 迦南语的词尾m和希腊语的词尾n之间的差异可以用一两种方式解释。一方面，原始的词形可能是双数词形的结尾-n；这种词形在亚洲闪米特语中是普遍现象，唯有迦南语例外。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种词尾形式，是在黎凡特语发生这一变化之前，进入希腊语的。
(5)

 另一方面，可能希腊语只是不能忍受结尾-m。不仅希腊语-oiin在其他亚欧语言中没有对等词，而且这个语系中有两种格会发生混淆，但仅有另外一种格是亚美尼亚语名词单数而非代词单数形式，这一点令人惊讶。因此，莱文教授的观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3．-θεν

这个被提出的语言借用比其他语言借用更不确定。在希腊语中，副词后缀-θεν
 表示从一个地点移动开。它虽然在荷马史诗中很普遍，但是在其他印欧语中没有类似词。
(6)

 可能存在来自埃及语的两个词源。一个是来自中期埃及语的疑问词tn，即“哪里？”或者“什么时候？”另一个是，公元前8世纪，象形文字和世俗体都有的词形n tзy-n（“从……开始”），后来在科普特语中写为jin，在波海利方言B［Bohairic（B）］中写为isjen。
(7)

 虽然语义和语音上很符合，但是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句法问题，因为似乎没有例子能表明该词可以附着在一个名词上。然而，由于缺少印欧语词源，它真正有可能源于埃及语。

4．-ευς

后缀-ευς
 （“……的人或男人”）的起源问题受到激烈的争论。诸如hippeús（“骑士”）这个词基于híppos构成，它是一个源于印欧语的希腊语词汇，表明这个后缀在迈锡尼时期被经常使用的。另一方面，古典学家约阿希姆·辛德勒（Joachim Shindler）承认在其余的印欧语中都没有直接的类似词，而且这个后缀附着的词干大多数都是非印欧语。然而，他坚持认为这个后缀是印欧语后缀。
(8)

 面对同样的问题，切梅林伊和佩尔皮尤（Perpillou）认为这个后缀是希腊语的一个革新。
(9)

 如果它可以被视为来自后缀-w的借用语——该后缀可见于埃及语分词和“相关词形”，当作为名词使用时，意为“……的一个人或人们”——那么这一革新则容易解释了。
(10)



如第五章中所述，在公元前13世纪，埃及语发生了一个一般的元音转变，即从重读长元音[image: ]
 转变为[image: ]
 。
(11)

 1923年，威廉·奥尔布赖特（William Albright）提出，这一转变经历了一个*/eu/的阶段。因此，这种语言借用在语义和语音上都有很牢固的证据支撑。
(12)




 句法

如果希腊语在语音和词法的发展上受到亚非语言的影响较少，在亚非语中可以发现在句法上，或者对希腊语句法结构起关键作用的词汇上存在更广泛的变化。

1．一些常见希腊语连接词、副词和虚词的词源

希腊语中三个最常见的词是γέ（H）、γάρ（H）和καί。Kai和ge都没有印欧语词源，根据尚特莱纳的观点，γάρ源于γέ+ἄρα。
(13)

 Kaí一般译为“和”，并且gár一般译为“事实上、确实”。作为连接词，这两个词都不能出现在从句的开始，gár通常位于所在的从句第一个词之后。
(14)

 Ge作为一个后置虚词和附属虚词，可以强化或限制它前面的名词、短语或者从句。

中期埃及语存在着一个常用的附属词gr，后来的词形为grt，表示对它前面的词语的强调。埃及学专家常常不翻译它，有时候用它指“现在、也”。
(15)

 虽然希腊语和埃及语词群有宽泛且模糊的语义场，但是它们的范围在语义和句法上非常相似。在语音上，gr、grt和gár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grt在萨希迪方言（Sahidic）中为če，在波海利语中为je，加强了埃及语词和γέ之间的关系。因此希腊语句法中至少有三个关键的结构要素，似乎源于不同阶段的埃及语。

Kai（H）（“和”）是希腊语中最常用的词之一。根据尚特莱纳的观点，它的词源是“未知的”。弗里斯克赞成其源于“前希腊语”。埃及语词kyy（“其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形容词，而只是一个“明显”的形容词，因为它起初是名词。因此，作为同位语的名词，它位于名词之前而不是跟随名词之后，这是正常的形容词的词形。在晚期埃及语、世俗体和科普特语中，kyy后来又产生了“也、再”的意思。泽特出现阳性词形*kēje
(16)

 。作为连接发音词（proclitic），它在大部分科普特语方言中的发音为ke-，在中期埃及语吕科波利斯方言中的发音为kai-。

希腊语中常用的虚词oûn（H）或者ōn（H）具有宽泛模糊的语义场。它可以用来确认陈述或者回指之前陈述的或已知的事物。它常常与其他虚词或连接词联合使用，包括δε（H）、ἄλλα（H）、gár或gé，意为“事实上、无论如何、即使”。它也用来继续讨论一个话题，或者继续被中断的话题。从句法上看，它是后置词，出现在它指代的陈述之后。曾经有人试图认为它源于希腊语词根ὠν（“to be”），如虚词中ὅντ-和衍生的词形ὂντ-（“真实地”）。然而尚特莱纳反对这个词源，因为考虑到有大量无法解决的论证难题，他认为oûn起源是未知的。

在晚期埃及语，存在着一个源于动词‛nn（“转身”）的虚词‛n。就其本身，‛n指的是“再次”或者“已经”，其科普特语词形为on,。这个重复的概念作为强调在很多语言中发现，特别是早期埃及语。这里，双重后缀-wy附着于一个修饰词出现在像bἰnwy nἰ（“我太倒霉了”）这样的句子中。在晚期埃及语和科普特语中，‛n/on经常作为后置词。

要解决这个困惑，最有可能的办法是认为希腊语oûn来自三个起源。第一，它来自‛n/on。这个起源可以解释它表示强调和继续的用法。同时Oûn在语义上也受到希腊语ōn的影响，意义成为“事实上、真正地”。然而，表示“to be”的埃及词语也是用wn/un。Wn/un本身不可能是oûn的起源，因为它总是出现在主题之前，这与‛n/on不同。埃及语的wn/un（“to be，there is/are”）和希腊语的ōn和ónt-（“to be”）之间显著的相似性似乎是一种巧合。埃及语两种词形‛n/on对等可能导致ōn失去为首的/h/这个音，它可能与其他印欧词汇有关。这一点可以解释尚特莱纳语音体系的问题。ὄντος后来的哲学含义为“物质、现实”，它一定受到埃及语带有印欧语词形wn和wn mз‛（“现实”）这种巧合的影响。

2．Aὐτός

Autós（H）（“同样，他，它”）可以替代希腊语第三人称单数间接格。希腊语的词典编纂家A．J.冯·文德肯斯（A．J．Van Windekens）在关于这个词形的命题中写道：“人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还没有被合理解释的词语。”他引用许多学者的类似观点
(17)

 ，然后提出这个词源于印欧语atma（“风、呼吸、灵魂、自己”）。“自我”不是其他印欧语系学者给予它的含义。
(18)

 这个词源从语义上看是可靠的，从语音上看也同样如此。

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考虑它源于亚非语的可能性。索尔·莱文指出希伯来语的’ōtô（“他、它”）：

明显在闪米特语中没有同源词，如希腊语ἀυτό在印欧语中也没有同源词，除了弗里吉亚语（因为几乎难以证实）。但是这个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代词彼此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不仅在发音上接近，而且功能上也相似——它们是如此相像，以至在七十士译本中，这个希腊词汇很容易作为希伯来语的翻译。
(19)



索尔·莱文继而指出在两种语言中结尾都有表示性别的修饰：希腊语阳性的autós和阴性的autē以及希伯来语的阴性的’ōtåh。他认为’ōtô和希腊语中性的autó是基本的词形。考虑到印欧语系学者有可能反对这两个词之间的联系（因为auto应该本来以-od结尾，源于一个常用的印欧语中性词，以-d结尾），索尔·莱文指出它更有可能是来自迦南语的阳性’ōtô的借用词，被视为一个希腊语的中性词，与其他带有明显印欧语词源的希腊语词形进行类比，像“那些”和“其他”。
(20)



索尔·莱文还考虑了希腊语的体系houtos，中性词touto（“这个”）。他对标准词源学的评价比较苛刻：“他们意识到缺少印欧语同源词，但是仍然断定由一系列的印欧语词素组成复合词，这些印欧语词素在语义上的模糊性可以产生种种可能性。”莱文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所有希腊语格的词形可能都源于将αὐτό/αὐτός/αὐτή
 吸收进希腊语词法体系”。
(21)



3．希腊语的定冠词的发展
(22)



迦南语和希腊语在较晚时期发现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定冠词“the”。定冠词在大多数欧洲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都存在。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成千上万的语言，然而这样的冠词仅局限于印欧语和亚非语。事实上，两种语系中所有的定冠词都归因为一次简单的创新。

古埃及语像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一样，有像英语中的“this、that、these、those”同样类型的指示形容词：如pn、tn和nn n（y）与pf、tf和nf n（y）（阳性、阴性和复数形式）。这些词被放置于它们所修饰的名词之后。在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8世纪的中帝国时期，底比斯的上埃及方言发展为简化形式pз、tз和nзn（y），它们位于名词之前，作为弱化意义的“the”使用。
(23)



中期埃及语，即后期古老帝国和中帝国的口语中保留了埃及的“古典”书面语，历时2000年之久。随着第十八王朝从底比斯凯旋，南部埃及语成为新帝国的标准口语
(24)

 。定冠词也成为新语言的一个主要特点。从南部埃及语开始，定冠词以及其他语言修饰词进入迦南语。大约在公元前7千纪中期，在地中海东部各国普遍使用的乌加里特书面语没有显示出定冠词的痕迹。它们较早地出现在迦南语中表明，在公元前15世纪图特摩斯三世征服后，地中海东部各国的南部受到埃及语影响，开始使用定冠词。

在《圣经》（相对于晚期希伯来语）和早期希腊语诗歌中没有定冠词，可能是由于古文的文学形式的需求。然而阿拉伯语的诗集或后来的欧洲语言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问题，很有可能希伯来语或者希腊语诗集中不存在冠词，因为在冠词介入之前，诗歌的形式已经建立起来。

正如在晚期埃及语中，迦南语定冠词——作为一个源于埃及语pз和tз的直译词或类似词——源于“附近的”指示词ha，也许来自更早以前的sa，作为类似埃及语的。索尔·莱文曾做过一个大胆的尝试，将希腊语冠词间接词形中的/t/与tз联系起来
(25)

 。这在我看来不可能，因为首先在希腊语间接词形中的字首t-可以根据印欧语解释，其次从科普特语和希腊语借用词的证据说明阳性词形pз倾向于替代阴性词形tз。

索尔·莱文很早以前就观察到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定冠词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根源于埃及语。他是第一位指出迦南语与希腊语在应用定冠词于名词和其修饰词时都有独特之处的学者
(26)

 。因此，在希伯来语中，能够发现hå<
 îs haṭṭôb这样的句法，字面含义为“人好”（ the man the good），即“好人”。这个特点在希腊语中也存在，如ho ánthrōpos ho agathós，这表明希腊语并没有直接采取来自埃及语的词形，而是采取来自迦南语，或者更具体的说来自腓尼基语的词形。毫无疑问，这个借用词将迦南语与希腊语联系起来，用一种晚期埃及语中并不存在的方式。莱文坚持认为“定冠词从埃及语发展到希腊语，然后又从希腊语发展到埃及周围的闪米特语”。他承认这种回旋方式的重要的基础是“在闪米特语言中，没有指示代词，由此很容易地发展为前缀”
(27)

 。这种说法令人费解，因为正如20世纪语言学家和闪语学家泽里格·哈里斯有关腓尼基语的描述那样，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整个闪米特语中，第三人称的代词开始是指示词，可能有指示的功能：ha>
 为‘that’（那）、hmt表示‘those’（那些）”。
(28)

 后来学者们更加具体指出：“距离远的指示词与第三人称代词h（‘that’）、hmt（‘those’）等同。”
(29)

 在最早的希伯来语诗集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定冠词ha（以及为字首辅音的双写）处于指示形容词的位置，它位于名词之前，而不是在名词之后
(30)

 。其他闪米特语，像亚美尼亚语和阿拉伯语，也从指示词发展到定冠词。阿拉伯语跟随迦南语，将定冠词置于名词之前，但是亚美尼亚语置于名词之后。总之，我们不能否认在地域上和历史上存在的合理的路线：定冠词是从埃及语到迦南语，然后再到希腊语。

虽然拉丁语没有定冠词，但是其所有后代语言都有定冠词，如罗曼语，这可能是模仿了他们的占领者的语言。在帝国的东部省份，希腊语和阿拉姆语都有冠词。布匿语是腓尼基语的一种，在罗马的主要敌人迦太基和西地中海的许多其他城市中使用，迦太基语也为其子语系留下了冠词。因此，葡萄牙语使用的o-和a-来自拉丁语hoc和haec，然而其他罗曼语使用诸如il、el、la、le的词形，源于拉丁语的ille、illa。Ille本身可能通过迦太基语，来自在闪米特语中发现的指示词>
 ēlleh。
(31)

 Ille在阿拉伯语中也用来形成定冠词>
 al。这种效仿可以解释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词汇中，相当于“The”的>
 al和el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1世纪，定冠词的用法向北和东传播到日耳曼语言
(32)

 ，传播的过程仍然是通过效仿。虽然在英语中的历史过程比较复杂，但毫无疑问the就是that的修饰词形。在日耳曼语中一个显著的分化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像阿拉姆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和罗马尼亚语，它们把冠词置于名词之后而不是之前的位置。一些西斯拉夫语使用了定冠词，但是这一演进没有出现在俄语中，因为它像拉丁语一样，没有定冠词。整个过程可以追溯到中帝国时期的上埃及，持续了3000多年。

希腊语中的冠词也是在语言经过初始发展后从迦南语效仿而来。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后来成为冠词的大部分的词，大多数都保留了其指示力。然而，正如梅耶和其他学者认为的那样，有时ho、hē、to的功能实际是冠词的功能。梅耶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在史诗沿袭古代模式创作出来时，很多词汇已经开始作为冠词使用了。这表明冠词形成的时间下限是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前8世纪，大致是荷马那个时期。我赞同古代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该是公元前8世纪。
(33)

 由于冠词已经在塞浦路斯和帕姆菲里亚（Pamphylia）的希腊语中勉强得到证实，希腊旁非利亚方言在大约公元前12世纪安定下来的地区使用，多少与一个世纪以后的其他希腊语有所分离，因此表明最早的时间是公元前12世纪。
(34)

 因此，这些痕迹可能在后来消失了，或者在公元前13世纪出现变化。如果我们赞同受到腓尼基语影响的假设，非语言学的证据可以表明在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统治东地中海时期，那时，城邦制度和“奴隶社会”似乎从地中海东部各国进入爱琴海。
(35)

 这一点似乎更可信，然而不能缩短大约从公元前1250年到公元前850年这400年的时间跨度。

希腊语的定冠词出现较晚，不能归结于下层语言或者语言沿袭的影响。实际上，在周围临近的印欧语、意大利语和亚美尼亚语都没有任何定冠词的痕迹。因此，其发展可能是独立的或者是腓尼基语的结果，最终是受埃及语的影响。虽然希腊语的定冠词如同迦南语词形，从本地指示词创造而来，希腊语主格的词形ho和hē与迦南语ha恰好吻合。这种巧合可能是下面三种原因的结果：在诺斯特拉语中存在指示词词干s-，s＞h的转换影响了两种语言，以及迦南语对希腊语的直接影响。
(36)




 对句法变化的总结

这里讨论的特征可能形成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虽然gé、gár和oûn似乎很好地融进海希奥德和荷马的语言，但就我们所知它们并没有进入迈锡尼文化，因为它们没有印欧语的起源，似乎是在青铜时期晚期，从埃及语模仿而来。考古学和文献证据表明在此时期极有可能产生语言上的紧密联系。虽然没有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但autόs也深入植根于荷马的语言，而且一定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引入。相比之下，定冠词在史诗时期仅仅是个开端，可能大约在1千纪开始被引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腓尼基和爱琴海一带存在紧密的联系。


 结语

在本章，我希望表现使用没有局限的方式研究希腊语的发展，或者任何其他不受沿袭影响的语言。此外，对于从外部而来的借入语，以及从截然不同的语系而来的介入语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明显的借用词，其他语言可能有更深入更广泛的影响。观察东地中海语境中的希腊语的确并不能告诉我们它的语音发展。然而，除了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大多数印欧语系学者研究失败，表明他们在研究传统方法上有极大的束缚。考虑到词法和句法，他们也忽视了诸如索尔·莱文等学者的重要观点。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转向词汇，如果没有充分注意到周围的语言，特别是西闪米特和古埃及语的影响，则会发现希腊语的词汇难以理解。






(1)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249）.


(2)
  Harris（1939，41）.这似乎是希伯来语中的情况，但是，格变化的残留还存在于腓尼基语甚至布匿语中，参见Segert（1997，180）。


(3)
  Palmer（1980，268）.


(4)
  Moscati et al.（1969，93-4）.关于莱文的透彻分析，参见Levin（1971a，34-115）。关于一个印欧语专家宣称oiin与梵语双词尾-aios（没有固定格式）是同源词的主张，参见Chantraine（1961，41）。帕尔默对此表示出了质疑，参见Palmer（1980，268）。


(5)
  在迦南语内部，许多方言词汇的阳性复数词形都带有-n，它与双数词形有关。参见Chen（2000，269）。


(6)
  Ringe（1977，69）.


(7)
  埃尔曼（Erman）没有列出该词，但参见Černy（1976，315）和Vycichl（1983，328）。


(8)
  Schindler（1976）.


(9)
  Szemerényi（1958，178）and Perpillou（1973）.


(10)
  参见Gardiner（1957，270-8 §353-61）。另见Hoch（1997，168-78 §§117-25）。卡兰德尔（Callender）认为，-w最初源于一个阳性主格符号u；参见Callender（1975，51）。类似的词形，可见于整个亚非语。参见Diakonoff（1965，57）以及Bender and Jungraithmayr，私人通信，1997年3月。

　　不过，切梅林伊有不同的观点，参见Szemerényi（1974b，49-50）。他基于阴性词汇ijereja（“女祭司”）的不规则变化，论证它的原始词形不可能是*-ew-ya，而必定是*es-ya；因此，在所有情况下，-eu-的最初形式都是*es-u。考虑到半元音/w/和/y/之间非常容易并且经常发生变化，这么一个纤细的线索似乎无法提起如此庞大的主题。


(11)
  Loprieno（1995，38）.


(12)
  Albright（1923，66）.


(13)
  Kαί在阿卡狄亚语和塞浦路斯语中的古体拼写为κάς或κά。我认为κάς是κά的一个逆构词。


(14)
  Smyth（1956，637-8 §2803）.


(15)
  参见Gardiner（1957，188 §255）以及Hoch（1997，156 §137-8）。


(16)
  关于“明显”的形容词或同位名词，参见Allen（2000，62）。关于重构，参见Sethe（1902，92-5）。


(17)
  Schwyzer（1939）;Frisk（1955，vol．1，19;1972，vol．3，44）;and Chantraine（vol.1，143）.


(18)
  Pokorny（1959，vol．1，38）．Van Windekens（1986）.


(19)
  Levin（1995，329）.我向莱文教授表示抱歉，因为我未能将他的严肃而又准确的读音符号复制到这两个词上面。


(20)
  Levin（1995，336）.


(21)
  莱文遵循了传统观点，认为＞ōtô源于虚词＞et-或＞ēt，后者用于表示明确的客体。这个词语演变被事实牢固地证明：在该体系中，一些复数词形——第二人称阳性词形＞etkem、阴性词形＞etken以及有时作为第三人称的词形＞ethem/＞ethen——带有/e/的发音，而其他所有词形都带/o/的发音。他困惑于这一差异，并且尝试着提出它“仅仅是＞ōt的语音弱化”导致的结果。不过，他承认，他不能找出一个类似例子；尽管和其他学者一样，莱文还是尝试着将它和＞ôt（“符号”）联系在一起。

　　尽管我未能为该代词系列中的元音交替提供类似例子或解释，但是我相信，虚词‘et有一个可能的词源，并且包含有＞ōtô的系列词汇中的发音/e/也同样如此。请注意，'＞et和它的所有衍生词，在闪米特语内部，都局限在迦南语和阿拉姆语中。我认为，这个词源是晚期埃及语使相对化虚词“那个人……等等”，它被写为nty，却发“ent甚或et”的音。参见Černy and Groll（1978，497）。在科普特语中，它被写作ent或et。很明显，使相对化虚词和表示客体的符号之间存在着重合，但远非完全重合。此外，有趣的是，'et-和它的代词体系在闪米特语中，是迦南语和阿拉姆语独有的。不过，与迦南语/et/局限于表示明确的客体相类似的是，nty“只与被限定的先行词相一致”并且经常作为直接宾语的先行词的用法趋势。


(22)
  关于这一发展轨迹的详细情况，参见Fehling（1980）和Levin（1992）。


(23)
  Loprieno（1995，69）.关于阳性的p-源于科伊桑语的可能性，参见本书第三章，注释138
 ，以及Takács（2001，375）。在其他著作中，塔卡克斯提出了另外一个词源演变，p-作为方位词根存在于pn。似乎也有可能，从原始班图语开始，表示“在，在……上”的方位格性前缀是pa。参见Guthrie（1967，37 §35.16）。


(24)
  Greenberg（［1986］1990，512-3）.


(25)
  Levin（1992，1-2）.


(26)
  Levin（1971a，701-2）.他如今指出，阿拉姆语显示出在后置冠词中存在着同样的重复。参见（1995，355，n．135）。


(27)
  Levin（1995，354）.


(28)
  Harris（1936，53）.


(29)
  Segert（1997，177）.两者都来自一个更早的带有字首s-的词形。


(30)
  Ha在此处只是简单地涵盖了该希伯来语冠词的许多不同的变体发音。参见Levin（1995，346-50）。


(31)
  Levin（1995，360-4）.印欧语专家埃尔努和梅耶在他们的拉丁语词源字典（1985）中写道：“我们不能武断地分析ille。”


(32)
  参见Fehling（1980）。（s）ind-定冠词“the”源于古爱尔兰语的指示词，对它的使用是一种例外，这表明该语言是在相对晚近的时候才出现这一发展的。参见Thurneysen（［1949］1993，295-6 §470）。


(33)
  Meillet（1965，187-93）.关于我对荷马的年代的看法，参见本书第一卷，第86—88页。


(34)
  Meillet（1965，191）.


(35)
  参见Bernal（1993，rev．2001，345-70）。


(36)
  这是对我在第一卷第55—56页提出的观点的再重复，它被莱文引用，参见Levin（1995，354）。



第七章　地中海背景下的希腊语言（第三部分）：词汇

就希腊语而言，其词法和语音体系完全是印欧语，但在词汇上很大程度是非印欧语，英语的词汇在很大程度是非日耳曼语，而土耳其和波斯语有大量的来自阿拉伯语的借用词。

——I．J.盖尔布，《关于伊布拉的思考》（“Thoughts about Ibla”）


 导语

本章分为三节，每一节都是关于词汇从亚非语进入希腊语的可能性。第一节考查该课题目前的研究状况，第二节探讨是否希腊语在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存在从其他语言借入的观念，第三节是当仅有的证据来自希腊语、亚美尼亚语或者希腊语和拉丁语时，关于印欧语词根的假设的可靠性。事实上，这种类似性可能仅仅是它们共同从闪米特语或者埃及语借用语言导致的结果。本章最后一节的大部分内容用于探讨从闪米特语和埃及语进入拉丁语的借用词，并且证明应该跳出印欧语言的范围来思考，特别是考虑到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拉丁语这三种之间普遍存在的不规则类似性。


 词汇借用的研究

语言之间的语音和词法的交换是罕见的，并且通常被认为需要输出语言和接受语言的族群之间的长时期的密切的接触。而词汇的直译和“借用”更加普遍，更易于完成。词汇的借用是带来语音变化和词法变化的一个主要工具
(1)

 ，然而大量的借用也可能不会产生这些变化。如我们在第五章所探讨的那样，并没有新的发音从亚非语进入希腊语，虽然一些发音先前存在，如字首增添元音、/b/、/p/、字首s-和中缀-ss-/-tt-，但它们明显出现得更加频繁，这是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密切联系的结果。
(2)

 相比之下，应该注意到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尽管大量词汇从外部进入英语，却没有新的音素进入。
(3)



词源学家很难解释希腊语的词汇。在第五章提到，牛津大学的印欧语教授安娜·莫珀戈—戴维斯认为希腊语中来自印欧语词源的词汇占40%的比例。
(4)



因此，虽然卓越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在2000年的情况与亨利·斯图亚特·琼斯爵士（Sir Henry Stuart Jones）的描述非常接近。在解释为什么里德尔和斯科特权威的大部头《希英辞书》（Greek-English Lexicon
 ）的新版本令人惊奇地只收录“最低限度”的“词源信息”时，他写道：

只要扫一眼博赛克（Boisacq）的《希腊语词源词典》（Dictionnaire étymologicque de la langue grecque
 ），就会明白，语源学家的思考极少摆脱猜测，并且从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时代以来的比较语源学的进步……已经清除了许多垃圾，但极少有稳固的建设。
(5)



许多“垃圾”当然是闪米特语，它在极端的雅利安模式中是不能被接受的。如我已经论证的那样，这个模式在哲学上的建立要比在其他学科的建立早。在希腊语中的“清理”过程非常像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学者W．W.斯基特（W．W．Skeat）在1891年对英语的描述：

在我早年努力自学期间，由于英语词源文献存在很多极端愚蠢和有害的东西，我获得了许多不太可避免的错误观点，我已经纠正了很多……在《韦伯斯特字典》畅销之日，人们普遍认为本土英语词汇源于埃塞俄比亚语和科普特语。
(6)



斯基特接下来描述自己的目的：“我通过借用比较语义学最新研究成果，已经尽可能地努力将英语词汇追溯到它们的雅利安词根。”
(7)



重新回到缺乏进步的问题上：很明显，语言学家几乎专门依靠印欧语言进行研究，进而走入了死胡同。他们所能做的是努力寻找为什么不能解释希腊语词汇的原因。非印欧语言元素简单被描述成“前希腊语”或来自其他已消亡的语言。
(8)

 大多数人主张这些非印欧语言元素是关于草药、树木或者自然特征，是随着来自北方的人占据新的环境而发现的，像μάραθον
 （“茴香”）、μίνθη
 （“薄荷”）、[image: ]
 （“小岛”）不可能有印欧语词源。
(9)



强调这种类型的例子会扭曲整个事实。如第五章提到，安娜·莫珀戈—戴维斯所估计的希腊语词汇来自印欧语词源的占40%的比例，而在篇幅短小的100个基本词干的斯沃德什核心词列表中发现原始印欧语词根占79%，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10)



因此，在希腊语中，可以发现印欧语词汇存在的语义场，可能真正是所谓的“基础”词汇：自然、动物、身体部位、家庭关系、人称和其他代词、一般动词和形容词。而高级文化的词汇——宗教、抽象、人文社会、金属制品和各种奢侈品——都是非印欧语词汇。
(11)

 一些存在于原始印欧语的词汇使得缺少高级文化词汇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比如，条顿语的词根*gulth（“黄金”）与旧教斯拉夫语ɀlato相关联，也可能与希腊语khōr-（“绿色”）相关联。不过，希腊语表示“黄金”词汇是χρῡσός，在B类线形文字中为kuruso，被认为来自闪米特语：阿卡德语的ḫurāṣu，即迦南语hāruṣ（“黄金”）。
(12)

 同样，梵语的raj、拉丁语rex、爱尔兰语ri都指的是“国王”，来自一个共同的印欧语词干。
(13)

 在希腊语中，它们是Fἄναξ
 和βασιλεύς
 ，即B类线形文字中的wanaka和qasireu，被认为具有前希腊语词源。（它们的埃及语词源，参见下面的叙述。
(14)

 ）

在它们的闪米特语范围，希腊语的非印欧语元素类似于英语中的法语和拉丁语词，斯瓦希里语的阿拉伯语，以及朝鲜语、日语、越南语中的汉语。这种对应的词可能会违背解释问题的原则，即非印欧语族群被原始希腊人征服。另一方面，一小部分低级文化的语言征服者征服了高级文化。在多数情况下，征服者的文化和语言都被吸收，然而至少有两个民族匈牙利和土耳其，征服者保持了它们的基本语言结构和基本词汇，而从被征服者或者临近人民那里借用了高级文化的词汇。但是匈牙利和土耳其都保留了它们的军事词汇或者它们前君主哈扎尔和蒙古人的词汇。希腊语情况不同。除了有印度—伊朗语起源的战车战士的词汇，多数关于战争的语言——剑、弓、箭、盾、盔甲、营地、军队、战争等这些词汇——看似是非印欧语言。因此如雅利安模式所要求的，如果希腊也属于匈牙利—土耳其语言这种少数派，这两种语言在军事词汇会差异很大，当然也会非常独特。

另一方面，如果应用修正的古代模式，希腊语属于更大的语言群组，这一群组包括英语、斯瓦希里语、越南语、日语、古代爪哇语和许多其他语言。
(15)

 虽然雅利安模式没有从词汇上被证实，因为不可证实，有可能伪造修正的古代模式。我们很了解在中东地区希腊邻国使用的语言，而且能够通过研究这些语言来测试此模式。本章下面的部分将探讨这个测试。

希腊词语的闪米特语词源的情况

虽然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占主导地位，但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希腊语中存在一些来自腓尼基语的借用词。学者尝试找到这些词，然而主要有三个严重的障碍。第一是宗教的原因，学者们不愿承认一个明显的语言学事实，即希伯来语是迦南语的方言。

第二，近代学者激烈反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信念，即希伯来语就是巴别塔语言，并且是其他语言的祖先。随着印欧哲学和雅利安模式的兴起和胜利，这种反应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一直保持强烈势头。1955年，在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论述中还可以看出这种热情：“经过很长时间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的假设都没有成果，其中希伯来语起到破坏性的作用。”
(16)



第三，在接受希腊语中关于货物贸易的词语来自腓尼基语词源时，态度是宽容的，传统派学者强烈地反对任何挑战雅利安模式的词源学说。因此，学者们承认诸如B类线形文字或κύμῑνον
 （“小茴香”）、kitoχιτών
 （“衣服”）或ἀρραβών
 （4）（“储藏物”）这些词是腓尼基语相对容易些。然而，通常许多人排斥将乌加里特语的bmt、希伯来语的båmåh（“高地”或“圣坛”）与希腊语中具有同样含义的βωμός
 （H）联系起来，或者将闪米特语√qds（“神圣的”）作为[image: ]
 （“神圣的权力/力量”）的起源。
(17)

 在词典编纂中极端雅利安模式的天顶与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的反犹主义浪潮同时开始，但是前者持续到6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印欧语系学者安托万·梅耶写道：“腓尼基文明不是来自北方的希腊人的模式，考古学已证实这一点，而且只发现有少数（infme）几个词来自腓尼基语。”
(18)

 他后来写道：“这些词当然不会超过十个。”




迈克尔·马森对此课题的学术研究。
 1986年，一个晚近一代的学者迈克尔·马森（Michel Masson）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关于接受某些希腊词语来自闪米特语的标准》（“A propos des critères permettant d’établir l’origine Semitiques de certains mots Grecs”）。
(19)

 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希腊语中源于闪米特语的借用词的研究历史进行的回顾，具有说服力。他从海因里希·莱维（Heinrich Lewy）1895年首次发表的文章《希腊语中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词》（“Die semitischen Fremdwörter im Griechischen”）开始。马森忽略了英语语言的起源，也没有提到玛斯—阿诺特早期的学术作品。但是，马森正确地关注自我意识传统或者从莱维到玛利亚·路易莎·迈尔的传承，这在1960年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他还提到了梅耶的学生伊米莉亚·马森（Emilia Masson），她在1967年出版《希腊语中来自古代闪米特语的借用语研究》（“Gli impresti semitici in Greco
 ”）。伊米莉亚·马森坚持只有不触犯雅利安模式的词汇才能被接受，在这一点比前任学者更加苛刻。因此，词汇列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奢侈物品：金、衣物，尤其是香料。
(20)

 这个极端的观点成为亚马尔·弗里斯克《希腊语词源字典》（Griech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和尚特莱纳《希腊语词源字典》（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grecque
 ）接受的来自闪米特语借用词的基础。

迈克尔·马森将学术上来自闪米特语借用词的演变描述为一系列的筛选过程。莱维提出大约有200个名称和400个词汇。迈尔将莱维的词汇列表缩减到1/3，伊米莉亚·马森进一步筛选，但他们都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筛选标准。
(21)



迈克尔·马森曾努力再次建立莱维的学术地位，他指出早期的学者将自己局限在具体的目标，划分语义类别。这些局限性使莱维与“混乱主义”或者早期的“泛闪米特人”分开。根据马森的观点，莱维有三个含蓄的原则，分别是：

当有可能存在印欧语起源时，他否认闪米特语起源的假设。

他努力找出一系列连贯的音系相似之处，虽然他并未严格坚持。

他将抽象的或过于宽泛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剔除出了他的列表。
(22)



前两条原则无懈可击，但是迈克尔·马森同意上述三条原则。他相信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超越莱维的列表，但是不认为可以放弃第三条基本的原则。迈克尔·马森像莱维及其他带有局限性的学者一样，并没有摆脱雅利安模式，设想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族群之间基本的联系。因此他在文章最后提出合理的主张：“列出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不想纠正如尚特莱纳、弗里斯克和马森这些学者。我们曾努力解释和应用他们的原则。我们仅希望将他们的研究继续下去。”
(23)



有趣的是，迈克尔·马森忽略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英语语言的出版物。这几十年开始出现迈克尔·阿斯特、约翰·佩尔曼·布朗的著作。随着极端雅利安模式的衰退以及B类线形文字中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词的发现，索尔·莱文和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开始增加源于闪米特语的借用词的数量。
(24)

 他们欣然使用了乌加里特语、希伯来语甚至阿卡德语对应词。不过，除了阿斯特之外，他们的研究仍大量地在雅利安模式内进行，所以将源于闪米特语词源的研究局限于名词，绝大多数是那些通过贸易的词汇或者明显外来的希腊语词汇。然而，最近40年，这些学者已经改变了希腊词汇学的整体氛围。




其他闪米特语词源。
 本书中我虽然没有受到莱维第三条原则的束缚，但是遇到另一个不曾影响其他学者的限制条件。我接受认为菲利斯人主要是讲希腊语这一假设。
(25)

 因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同源词可能是后来从希腊语进入迦南语成为外来语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的过程。然而有趣的是，也可以用埃及语作为迦南语和希腊语中具有惊人相似性的两个词的起源。比如，məkeråh（“一种武器”）在《创世记》中的一个例子，这个词可能是来自希腊语的借用词，即μάχαιρα
 （H）（“匕首”），这个词并没有闪米特语同源词。
(26)

 另一方面，词根√mḫ（“比赛，斗争”）在亚非语言中已存在，埃及语具有同样含义的词mḫз结尾为-з，这可以解释希伯来语语和希腊语的/r/。
(27)

 在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甚至有mḫay的词形，表示“用矛戳”。因此mákhaíra和məkeråh之间毫无疑问存在联系，但是不可能是从埃及语进入希腊语的借用词，然后从希腊语进入迦南语，也不可能是从埃及语分别进入希腊语和迦南语。这个词的一对对等词可以从希腊语λέσχη
 （H）和希伯来语语liškåh上发现，意为“喝酒和休息的房间”。这两个词在各自的语系中是独立的，学者们在从哪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中持有不同观点。
(28)

 我相信两个词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埃及语词形*r-ἰsk（“逗留的地方”），虽然不能证实，但是极有可能。
(29)






一个下层暗区。
 在讨论希腊语词汇可能的闪米特语或埃及语的词源时，另一个问题是就某一个词，何时可在印欧语和亚非语中同时找到似乎合理的起源。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ἒρεβος
 （H）（“下层暗区，傍晚”）。erebos这个词源于闪米特语还是印欧语的观点孰优孰劣曾引起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争论。
(30)

 我遵照第一个传统思路，而与我意见相左的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遵照其他的思路。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认为erebos源于一个印欧语词根*h1
 regw
 os（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是*h1
 rekʹw
 os），意为“黑暗”。他们根据在梵语、日耳曼语和亚美尼亚语中发现的词形确立一个假设的词根。亚美尼亚语最重要，因为他们认为erek（“傍晚”）这个词形可以作为证据，说明其他印欧语言中失去的喉辅音，因此可以解释erebos中的e-。其他学者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对等词。詹姆斯·克拉克森在最近出版的《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之间的语言学关系》（Th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enian and Greek
 ）一书中，否定了两个元音之间直接的关联性——无论是作为一个保留的喉音，还是作为一个普通创新。他认为它们只是来自安纳托利亚语而省略了开始的r-。大概因为许多毫无疑问源于印欧语的希腊词汇都是以r-开始，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倾向于假设一个喉音。
(31)



由于在斯拉夫语和古英语中找到的另一个印欧语词根*ereb*orebh，意为“黑暗的、黝黑的、暴风雨的”，erebos这个词的起源更加复杂了。尤利乌斯·波科尔尼并没有将erebos包括在这个词群中。
(32)

 然而，阿兰·博姆哈德将erebos与闪米特语的√‛rb（“太阳落山，天色变暗”）联系起来。
(33)

 他认为这两个词都来自一个单一的诺斯特拉语词根。

毫无疑问，√‛rb存在于闪米特语，此外，在比伦（Bilen）和萨霍（Saho）的中部库施特语中发现的araba（“黑色”）和orbā（“带有黑点的母牛”）可能说明它们在亚非语言中很普遍。这一点说明它们不太可能是从印欧语进入闪米特语的借用词。
(34)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反对我使用阿卡德语词形erebu（“太阳落山”），他们构想出一个迦南语词形*aribu。我推测他们认为这个词形来自阿拉伯语中ǵariba（“成为黑色”）的元音形式，还能发现许多其他的三辅音词根元音化的现象，如ǵaraba［“（太阳的）落下”］、ǵarb（“西边”）。事实上在希伯来语‛ereb（“傍晚”）之前的迦南语元音化的标准的还原应该是*‛arb。

erebos开始的e-可能以两种方式源于闪米特语。第一、约翰·佩尔曼·布朗提出它来自西闪米特语词形‛ereb本身。
(35)

 在这种情况下，Segholation
*

 涉及从‛arb＞‛ereb的转变，一般认为在晚期希伯来语，但是从其他迦南语方言获得的证据尚不明确。不论怎样，正如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指出，我倾向于接受阿斯特的做法，即它源于阿卡德语的erebu。
(36)

 希腊语中出现阿卡德语词形可以从三方面解释。第一、阿卡德语文字可能保留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使用的词汇，但如今已失去因而不能证实。第二、古叙利亚语言埃卜拉语的发现表明在东闪米特语和西闪米特语之间不可能有明确清晰的区分。第三、阿卡德语在公元前2千纪是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外交语言，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学语言。

简而言之，如我在第二卷中所述，erebos存在两种可能的词源。从语义考虑，我倾向于来自闪米特语的起源。无疑，一个印欧语词根*regwos（*reḱw
 os）也存在。克拉克森和勒琼认为为首的e-避免了为首的r-，也就降低了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提议的可能性，即它是古代喉音*H1
 的反映。然而，希腊语的erebos中字首增添元音从印欧语和闪米特语都是可以解释的。

倾向于闪米特语起源，从语义上考虑是因为，这个语义的领域几乎罕有源于印欧语的词汇，但有相当数量的词源于闪米特语。
(37)



然而，虽然我相信任何一个希腊词汇都有可能没有印欧语词源却有闪米特语词源，但仍然要从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仔细核查一致性（cognicity），并且还要排除其他可能性。例如，两种词形可能独立产生，或者它们是从希腊语进入迦南语的借用词。忽略这些限制条件后，我的视野更加宽阔了，甚至超过约翰·佩尔曼·布朗、莱文和切梅林伊等，他们曾被安托万·梅耶和伊米莉亚·马森的研究带入一个困境，又做出了很多努力从困境中找回闪米特语词源。

希腊词语的埃及语词源情况

希腊词汇的埃及语起源比上面提到的词汇更有局限性。如第一卷中提到，对埃及文字可靠性的认同仅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雅利安模式建立之后。因此，在古埃及学被当时盛行的雅利安主义压倒之前，尽管存在巴泰勒米（Barthelémy）在18世纪对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的研究及19世纪50年代伯奇（Birch）和布鲁格施（Brugsch）的一些笔记，但是传统观念并不认为希腊词汇源于埃及词源，与之相对的是由博沙尔（Bochart）、莫费斯（Movers）、莱维（Lewy）和玛斯—阿诺特创造的认为希腊词汇源于闪米特语的理论。
(38)

 如上所述，确实在19世纪80年代，阿道夫·埃尔曼（Adolf Erman）特别警告埃及学专家要寻找希腊语词形的埃及语起源。
(39)

 20世纪，像施皮格尔伯格（Spiegelberg）、埃里克森（Erichsen）、切尔尼和冈恩（Gunn）这些学者都接受早期的假设，甚至添加入一两个词源。
(40)

 而且，古典学者已经完全认同接受诸如黑檀木、朱鹭、尼罗尖吻鲈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等埃及名称。然而1969年，学者贝特朗·埃梅丁格（Bertrand Hemmerdinger）和A．G.麦格雷迪（A．G．McGready）就当时的情形进行总结，他们总共可以接受的来自埃及语的借用词少于40个词，几乎所有都是异族的动物和物品的名称。
(41)



他们接受的原则，其观念上的本质可以从麦格雷迪的文章中一段引用看出：

埃及文化对于希腊文化好比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希腊语不太可能去借用（从语言学意义上），希腊人也不太可能有语言借用的愿望。大多数情况下，随着古埃及发展而来的宗教和哲学的概念，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讲，来自遥远异域，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不难发现希腊语的借用词总是非常具体的，用来专指属于埃及的东西。
(42)



一个学者缺乏扎实的基础，却断言他的理论具有正确性，这可以在另一篇名为《希腊神话的埃及元素》中看出，作者以这样的方式结尾：“尽管存在借用词及其影响，但是神话在精神上是希腊的。我们要注意不管希腊人从外国获得什么，都会吸收变成更好的东西。”
(43)

 这样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西欧埃及语源学都没有明显的进展。恰恰相反，由于学术上琐碎和错位的精确，理查德·霍尔顿·皮尔斯（Richard Holton Pierce）觉得可以去掉埃梅丁格和麦格雷迪的词源的大部分词。
(44)

 1989年，法国学者让—吕克·富尔内（Jean-Luc Fournet）将这个数量减少到17个词。
(45)



在东欧，观点更加开放。1962—1971年，布加勒斯特的康斯坦丁·达尼埃尔博士（Dr．Constantin Daniel）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文章，提出一些关键词如βασιλεύς、ἤρως
 和τιταξ
 源于埃及语。
(46)

 达尼埃尔的研究是建立在苏联的科普特语专家P．V.耶恩斯泰特（P．V．Jernstedt）研究基础上的，后者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斯大林主义的深渊中从事著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语言学观念开放、繁荣一时。
(47)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考埃及语词源在西方展开，年轻的古典主义学者如加思·阿尔弗德（Garth Alford）、欧文·库克（Erwin Cook）和格里菲斯（R．Drew Griffiths）开始研究埃及语和荷马式意象与词汇
 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48)



在寻找借用词时，不能因为一个词似乎深入植根于本国语言而轻易放弃。即便忽略以介词为首的词汇，在里德尔和斯科特的字典中也有68个词条分析χρῡσός
 （“金”）（被一致认为是个借用词）的衍生词。Βύσσος
 （H）来自迦南语buṣ（腓尼基语bṣ和希伯来语语buṣ或buṣ，意为“亚麻布和其他布料”，具有构成动词βύω（5）、ἐμβύω（5）和ἐπιβύω（5）
 （“填塞”），词根结尾的辅音被省略了，似乎是词法的特征。
(49)

 在另一个方面用一个借用词举例，密释纳（Mishnaic）希伯来语包含了这样的词汇如：zåwag（“嫁娶，参加”）、zeweg（“婚姻”）、zugåh（“已订婚者，被借来的”）以及zûg（“双、束缚”）。最后一组词说明了关键信息。它们都源于希腊语的ζεύγος
 （“轭”），明显是印欧语词源。这么多不同词形的出现，使我们应该暂停下来，不能一味地排除存在语言借用的可能性。完全排除语言借用的唯一的原因是在一个亲属语言中存在一个同样可能或者更好的同源词，而这种语言本身也没有与外界联系。


 词汇借用的古希腊语的意义

欧里庇得斯在其《腓尼基女人》一剧中，强烈暗示英勇的侵略者讲腓尼基语：

你厄帕福斯，也是宙斯的儿子

我们的祖先伊娥将你诞生

我与腓尼基语的祈祷者

一起祈求东方之歌

来吧，来到这个城市

你的后代为你建起底比斯这个城市。
(50)



虽然许多英雄应该来自埃及，但就我所知他们讲的不是埃及语。另一方面，荷马曾多次提到“神的语言”，通常是这种形式：“神称之为x，人类称之为y。”
(51)

 这种神圣的语言是埃及语吗？“神的语言”的概念在埃及语中是m（w）dw nṯr。P．V.耶恩斯泰特指出m（w）dw［在科普特语中是moute（“言语、语言”）］是μύθος
 （“神话”）的起源，这似乎很合理。
(52)

 有趣的是，m（w）dw是用一根棍子[image: ]
 （S43）写下来的。卡尔顿·霍奇给出一个有力的解释，将棍子握在手里才有权力在集会时讲话，不仅在古埃及是这样，而且在荷马希腊时期、非洲的东部和西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m（w）dw nṯr代表透特神的棍子，但是他反对这种观点。
(53)

 Mythos也没有印欧语词源。

认为埃及语是诸神的希腊语这种观点不如在雅利安模式下研究的学者想象的那么荒诞。4世纪的哲学家杨布里可（Iamblikhos）在其《阿巴门答复波菲利写给阿涅波的信》（“Reply of Abammon to Porphyry’s letter to Anebo”）中写道：

与我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为什么我们更喜欢野蛮的标记？这里有一个神秘的原因，如诸神已教导我们，亚述人和埃及人这些圣人的语言适合于神圣的仪式。我们相信我们应该用一种我们能够选择的，而且诸神认为自然的语言来称呼他们，但是埃及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是非常古老的语言，对于那些初学诸神名字并夹杂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传达给我们的人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可能会保留传统法则不变。如有什么适合神灵的事物，一定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事物，自然属于他们……因为埃及人是最先与诸神交流的人，根据他们的仪式，诸神也乐于接受祈求。
(54)



无疑，在公元前5世纪，对于大多数希腊人而言，埃及有些神圣，与诸神有种特殊的关系。在第一卷里讨论过希罗多德就此问题的观点
(55)

 ，以及其他证据。对于埃斯库罗斯（Aiskhylos）来说，埃及是“宙斯的圣土，尼罗河是不可能被污染的”
(56)

 。

然而此前更早时期，与诸神的语言本质更有关联性的是荷马对埃及的态度。阿喀琉斯（Akhilles）声称埃及底比斯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城市，而且它还有神圣和神奇的优越性。
(57)

 在这里，海伦具有金剑女神的神力，她喝下一种神圣奇特的药水后，神性得到升华。诗人以如下的段落结尾：“在那里（埃及）土地给予谷物，也产出大量的药物（ϕάρμακα
 ），许多药物混合在一起能治病，许多药物是有害的；每一个人都是医生，比人类聪明，因为他们是Παιήων
 （即阿波罗）的种族。
(58)

 根据这种含义，考虑到荷马所谓的“神的语言”是埃及语，这种可能性是合理的。这个假设是可以证实的，下面列出的是圣人和人类使用的词汇和名称：




	
Βριάρεος

	
Αἰγαίων
 
(59)





	
Μώλυ
 
(60)


	



	
Μυρίνης

	
Βατίεια
 
(61)





	
Ξάνθος

	
Σκάμανδρος
 
(62)





	
Χαλκίς

	
Κύμινδις
 
(63)







有100只手臂和50个头的布里阿柔斯的埃及语词源将在第十九章讨论。
(64)

 埃勾昂（Aigaiōn）更加难以确认，在希腊神话中，他似乎与埃勾斯（Aigeus）和波塞冬有关，但是这个名称可能源于古老的巨人‛Ôg（奥格）。奥格是地下巨人利乏音人（Rephaim）
*

 的最后一位，他的名字似乎来自闪米特语词根√‛wg（“画一个圈，包围整个世界”）。
(65)

 虽然它们音系上的对应较弱，但是语义上有极大的相似性。如果埃勾昂与奥格对应，闪米特语的词汇和名称可以划分为人类的而不是圣人的语言。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出一个论据。Mōly，一个神奇植物的神圣名称，长有黑色的根，赫耳墨斯曾将此草送给奥德修斯以抵挡喀耳刻的咒语。印欧语系学者将Mōly与梵语词mullah（“根”）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维克托·贝拉尔（Victor Bérard）坚持认为“诸神的语言”是西闪米特语，将Mōly与malluaḥ（“锦葵属植物”）或者melaḥ（“盐”）联系起来。
(66)

 阿斯特更倾向于将它与在乌加里特语和阿拉伯语中发现的有关的言语词根联系起来。
(67)

 我发现贝拉尔的观点是最有可能的。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第二卷中写道：“在城门前方，平野的远处，孤零零地耸立着一方土丘，四边平整空旷，凡人称它Βατίεια
 （‘灌木之丘’），但长生不老的神祇叫它善跳的Μυρίνη
 的坟冢。”
(68)

 这个金字塔状的物体在人类的语言中可能与希腊语词干bat（“步伐”）关联。这个神名是难以解释的，但是它第一个词素类似于埃及语表示名称的Mri（“被宠爱的”）。这个词有可能源于Mri imn（亚蒙神所爱的），一个常用于法老的描述词。然而，两种词源解释都很难确定。

埃及语的Xanthos和闪米特语的Skamandros将在第十章讨论。
(69)

 阿斯托相信有一种鸟可能是猫头鹰，叫作卡尔吉斯（Khalkis），可能源于西闪米特语的ḫalaq（“光滑、没有毛发”），因此可能是秃鹰。
(70)

 也可以认为它源于埃及语ḫзḫ（“快速、敏捷”或者“叉鱼”）。这两个词源都有可能但不能被接受，因为它们缺少其他任何证据的支持。

如果这些词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似乎是可信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冒不虔诚之险随便发明神圣的名称，那么它们是埃及语的可能性要比是迦南语或希腊语的可能性更大。除了诸神的语言概念之外，布里阿柔斯和Xanthos可能源于埃及语，mōly可能源于闪米特语词源。然而，这个观点难以确定。


 从亚非语进入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或亚美尼亚语的借用词

在希腊语，当一个有关联的词根仅出现在希腊语或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和拉丁语这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词是印欧语词根。早在16世纪人们就已证实，阿尔巴尼亚语是印欧语唯一留传下来的独立的分支，那时阿尔巴尼亚已从临近的印欧语言——斯拉夫语、意大利语、东罗曼语和希腊语吸收了大部分词汇。虽然学者们认同在最近的500年中，有大量的借用词来自近代希腊语，但是考虑到地理上的并列性，也有少数借用词来自古希腊语，这让人感到意外。然而这样的借用词也很容易被吸收入阿尔巴尼亚语音体系而被掩盖。这样就很难区分同源词与借用词。

亚美尼亚语在同一地区发生变化也影响到希腊语和闪米特语，这在上文讨论过。此外，大约400年，亚美尼亚语中存在大量的借用词得到证实。这些词主要是来自波斯语，但也有成百上千的词来自希腊语和闪米特语，特别是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
(71)

 因此，如一个词根经证实仅存在于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中，且可能共同来自闪米特语或埃及语词源，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这种对应性是正常的印欧语语音变化的结果。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要考虑可能是亚非语词源。然而在某种情况下，无法这样测试，则应该均衡地比较这两种情况。比如，在印欧语中，亚美尼亚语的sowt（“错误”）和希腊语ψεύδος
 （H）之间的等同性较弱。
(72)

 可能亚美尼亚语词形是来自希腊语的借用词，也可能这两个词都源于闪米特语词根√zwd（“举动冒失”），这一点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可以得到证实。
(73)

 另一个例子是希腊语的ὄνειρος
 （H）和亚美尼亚语的anurj，两个词都意为“梦”。（它们之间这种语言继承上的关系的可能性将在第九章讨论。）因此，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同源词在古代印欧语中无法被证实，并不能排除一个借用词来自埃及语、闪米特语或其他非印欧语言的可能性。

亚美尼亚和拉丁语中来自亚非语的借用词

拉丁语被证实比亚美尼亚早几个世纪，而且没有经历第2千纪东地中海语言转换，但是，同样的原则仍然适用。有时亚非语音系转换的关联性可以表示希腊语和拉丁语同时都有来自亚非语的借用词。我应该在这里举一个没有争议的例子，一个地名泰尔。如第五章中所述，名称[image: ]
 是进入希腊语Τύρος的借用词。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image: ]
 和/ṣ/融合在一起，形成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名称Ṣôr。因此，古拉丁语中城市的名称是Sor。后来这个名称被希腊语Tyre取代。
(74)



另一个源于闪米特语音系转换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借用词区别的例子是μαλάχη
 （H）和malua这一对词，含义都为“锦葵属植物”。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典编纂学者一致同意这两个词都是来自一个非印欧地中海语言的借用词。他们不认为其有源于闪米特语的可能性。然而，玛利亚·路易萨·迈尔（Maria Louisa Mayer）看到了与在《约伯记》（30章4节）中证实的malluaḥ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75)

 因为植物在有盐分的土地茂盛生长，它当然源于闪米特语词根√mlḥ（“盐”）。在迦太基语中，/ḥ/成为/h/、/>
 /或者零音（zero）。因此，希腊语的malákhē这个词是这一弱化前的借用词，而拉丁语的malua是这一弱化后的借用词。
(76)



其他出现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类似的词难以发生关联，有可能他们是来自其他语言的借用词的结果。此外，在第一个例子中，应该同时考虑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因为他们得到相对完整的证实，而且古希腊和罗马作家经常提及这两种语言对他们的文化有重要的影响。

罗马和拉丁语中的闪米特语痕迹

拉丁语中存在大量来自希腊语的借用词，这一点众所周知也能够理解。我坚持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400年，拉丁语中同样存在从闪米特语中引入的大量借用词，引入方式可能直接从在西腓尼基使用的迦太基语中借用，或者间接通过伊特鲁里亚语和希腊语借用。这种类型的联系没有得到认可——原因如同本书关于希腊部分的论述中所说的。
(77)

 语言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借用可以表明在操迦南语、拉丁语和伊特鲁里亚语的族群之间存在长久且紧密的联系。这个结论并不与其他证据冲突。在1930年和1960年之间，里斯·卡彭特（Rhys Carpenter）和其他极端雅利安模式的拥护者们声称，在“无声的争论”基础上，腓尼基人直到公元前7世纪才到达地中海，那时联系很少，并没有文化意义。
(78)

 然而，即使在当时，也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像威廉·奥尔布赖特，皮埃尔·新塔斯和G.查尔斯—皮卡德等学者继续坚持认为，腓尼基人安顿下来的时间是8世纪、9世纪或更早。
(79)

 从20世纪60年开始，随着开始从极端雅利安模式转移，出现回到传统纪年表的倾向。因此，现在大部分学者认同，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罗马建立之前，腓尼基人曾出现在北非、西班牙、撒丁岛和西西里岛。
(80)



根据历史记载，我们知道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腓尼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外交和商业上有密切的往来。
(81)

 外交往来见证了伊特鲁里亚出现的一股东方化浪潮。考古发现表明联系发生在更早的时期。一个世纪以前，许多腓尼基语的行为习惯和物件都进入拉丁语中：采用火葬（腓尼基人的习惯）；使用埃及—腓尼基卡诺普斯罐（canopic jars）和腓尼基“伊奥利亚式”圆柱；引入埃及和腓尼基人的物件，甚至更遥远地方的器物。
(82)

 通过腓尼基，中东地区对伊特鲁里亚宗教以及后来的罗马宗教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亚述学学者珍·诺该洛尔（Jean Nougayrol）表示，检查肝脏以获得某种征兆，在巴比伦尼亚、伊特鲁里亚和腓尼基一带广为流传。
(83)



D.范贝尔尚（D．Van Berchem）坚持认为，罗马最古老的赫拉克勒斯神庙和崇拜都起源于腓尼基。
(84)

 象牙座椅、深紫色布料毫无疑问在罗马具有宗教和政治意义。甚至在古代，迦太基和罗马两个被选举的执政官（[image: ]
 “法官”）具有许多制度上的类似之处，这一点是公认的。
(85)

 cōnsilium和cōnsul中的词素-sil和-sul，它们的古代词形是，Consol和Cosol，它们难以用印欧语来解释。埃尔努和梅耶认为，它们不可能源于一个假设的词根*sel，它存在于希腊语[image: ]
 （“拿/带”）或*con-sidium（“坐在一起”）。他们继续写道：“存在着一个借用的假设不是不可能的，而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这个借用词有一个清楚的来源：闪米特语词根√s<
 l，可能来自迦南语词形så<
 el（“问、询问”），其现在分词形式为so<
 el。这个动词扎根于闪米特语，因此在语义上非常一致。
(86)



亚述研究者和法律史学家雷蒙德·韦斯特布鲁克（Raymond Westbrook）已经注意到闪米特语对于早期罗马的法律——所谓的“十二铜表法”——有着深远的影响。
(87)

 罗马的现代历史学家直到近期都难以从此类证据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知道他们来自一个由尼布尔（Niebuhr）和莫姆森（Mommsen）建立的传统，就不会感到奇怪。
(88)

 因为存在联系，很自然会有大量借用词从西闪米特语进入拉丁语。有少数词有可能是来自迦太基语或努米迪语（柏柏尔语）的借用词：mapālia或magalia（“茅舍”）和mappa（“餐巾”），还有一个有趣的词，问候语aue。
(89)

 然而这些词并不是说明闪米特语对于拉丁语的创造有着重要影响的唯一证明。因此，看起来有必要给出更多的例子。

对于一座建立在七座小山上的城市，Rōma（罗马）这个名称和伊特鲁里亚部落命名的Ruma，更有可能源于迦南一个地名Råmåh（“高地”），而不是源于印欧语词根*sreu（“水流”）。
(90)

 这里，马索拉抄本元音由/å/表示，并不是通常认为的一个长音/ā/，而是介于/a/和/o/的一个发音。

虽然这个地区大部分城市都有意大利语或者伊特鲁里亚语的名称，但也有闪米特语名称。在本书第二十章将讨论Cortona似乎属于“Kiryat”。Nepete似乎来自闪米特语词根√nbṭ［“（水）喷涌流出”］或绿洲。沙漠或者绿洲的人们有时候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Nabati或者Nabataeans，在东撒哈拉被称为Nobatai——东撒哈拉有座城市位于尼罗河上游，被称为Nabata或Napata。
(91)



将迦南语后缀-on和√nbṭ结合在一起，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神圣的名称涅普顿（Neptune）的起源。他是地下水和海水之神。在公元前1千纪撒哈拉绿洲的野蛮人都认为涅普顿还是战车的保护者。
(92)

 涅帕特（Nepete）是罗马南部的一个小镇，有河流和泉水。古物研究者丹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描述道：“他（旅行者）离开坎伯格那的废墟，进入一片林区。这里是意大利中部为数不多的可以让他这样一个英国人想到故乡的地区之一。鲜绿色的土地如波浪掠过，这在大陆极其罕见，完全是英国公园的景色。”
(93)



回到Latium这个词，它很有可能源于Tῑbur这个词源，即Tivoli的古典名称，这个城市坐落于一座醒目的山上，应该是来自这座山峰的希伯来语名称，ṭåbur（“中部、中部的山”，与阿拉姆语中Tibur的发音相同），Tῑbur指的是阿尼欧河（现在的阿涅内河）从山中奔流而出的位置，与现在罗马北部的Tiber吻合。这个名称上的相似性表明流经此城市的河流的名称来自山峰的名称。
(94)

 如上所述，tåbur或tabor具有一个修复的a-或冠词ha-，正如罗得岛上最高的山峰Atabyrion这个名称。
(95)



Tiber的另一个支流是Nār，即现在的Nera，它流经萨宾和翁布利亚的土地，在翁布利亚语的名称就是Nahar。《埃涅阿斯纪》的评论人认为瑟维斯这个名称源于萨宾语中指硫黄的一个词——该河流中有硫黄温泉。
(96)

 然而当瑟维斯在公元前400年繁荣起来时，萨宾语或萨贝利语已经不再被使用了。这个词源说可能只是一个合理的猜测。Nār/Nahar更有可能源于迦南语的nåhår（“溪流、河流”），这个词在闪米特语中根深蒂固。

在塔尔佩亚（Tarpaean）岩上，犯人被处以刑罚，尸体也暴露于此，这里距离罗马的卡皮托山（Capitol）大概不远。这个名称也许应该是伊特鲁里亚语，与国王名字塔克文（Tarquin）有关。
(97)

 但是唇软腭音在伊特鲁里亚或拉丁语中并没消亡，而在奥斯坎语中却消亡了。
(98)

 此外，塔尔佩亚岩（Saxum Tarpeium）的词尾-n或-m似乎仅仅是词法范畴，更有可能源于迦南语ṭårap（“撕扯、撕碎”）或ṭrêpå（“撕碎肉”），terep（“猎物”或“猎物之山”）的含义是狮子洞穴里撕碎的肉。
(99)



抛开地名不谈，我们会发现拉丁语中其他有趣的词形。一些重要的拉丁词可能有相同的起源：波克尼认为amō’（“我爱”）和它的许多同源词如amicus等可能来自一个词干*amm（“母亲”），这在许多印欧语言中很常见。
(100)

 事实上-Mm-是全世界普遍使用的一个词干，指母亲和胸部。
(101)

 在中部乍得语、Dahalo语和闪米特语中发现的亚非语词根‛am，意思是“亲戚、叔伯、朋友”。
(102)

 因此，拉丁词amita（“父亲的姐妹”）当然应该来自迦南语‛am（“父亲那边的亲戚”）以及‛amît（“朋友、伙伴、关系”）。在闪米特语以及亚非语中有很多这样的对等词。Amō可能来自亚非语和印欧语。

拉丁语sēcūrus总是被赋予有迷人的民间说法的词源se-（“远离”）和-cūra（“关心”）。Se-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分离的前缀，然而Sēcūrus很有可能源于一个迦南语的过去分词*sakûr（“屏障、关闭”）；具有同样含义的sågûr得到证实，在阿卡德语中有sikkurum（“门栓”）。这些传统的印欧语系学者认为cūria（“一个村庄或罗马人的一个分支”）根据猜测源于*ko-wiriyå，极有可能源于迦南语的qryt（“城市”），这将在第二十章论述。

公元前1世纪的学者瓦罗（Varro）认为拉丁语idus（“满月时的日日夜夜”）源于伊特鲁里亚语，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伊特鲁里亚语词的起源又是个疑问。20世纪的词典编纂学者埃尔努和梅耶并不认同这个词来自一个假设的伊特鲁里亚词“分开”，他们对任何印欧词源都表示怀疑。这个词似乎有可能源于一个闪米特语词根，可能源于闪米特语itu（“月份”），而在阿拉伯语中是‛id（“斋戒、斋日”）。

最后一个从闪米特语进入拉丁语的借用词例子是summa。这个词形毫无疑问与奥斯坎语somo有关系，但是与梵语upama（“最高的”）的同源性则非常不确定。
(103)

 很有可能源于亚非语和闪米特语词根*sam（“高处”），这在闪米特语可以证实，分别是在乌加里特语中的smm、腓尼基语中的smm、希伯来语中的šåmayim（“天空”）。
(104)

 一个更普遍的含义“高处”可见于阿拉姆语和叙利亚语šəmayi>
 以及阿拉伯语samā（“高处的、傲慢的”）。几乎可以确定，它为斯特拉博所记载的“古老的词汇”提供了词源，它可见于如萨摩斯、萨摩色雷斯和其他高地地区的希腊地名词素sam-中。
(105)

 虽然在闪米特语中该词根的主要发音带有/a/，它也与/u/并存，如同阿拉伯语sumū（“高处”）。

如果这些词源的大多数可以被接受，它们的集中性可以表明它们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拉丁语（和伊特鲁里亚语）充满了闪米特词汇。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其也在拉丁语中得到确证，就否认一个闪米特语词汇进入希腊语的可能性。

埃及语到拉丁语

就我所知，公元前1千纪的上半叶，并没有在意大利发现埃及人存在的证据。
(106)

 因此，任何埃及人对罗马早期的影响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经过伊特鲁里亚、迦太基或者希腊。因此，毫不奇怪，据我所知只有一个意大利的地名可能源于埃及语。Pisa（比萨）可能来自Pзsз或Pr sз（“沼泽或低岸、位于沼泽或低岸的房子”）。Pr在地名中认为是《圣经》中的Pi-。意大利的比萨和伯罗奔尼撒西北部的伊利斯都位于沼泽低岸。

拉丁语中有两个类似的词urbs（“城市”）和orbis（“圆圈”）。
(107)

 约翰·佩尔曼·布朗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圆圈的宗教意义，在罗马或者其他城市的地基，以一座墙或者仅仅一道沟壑标记一个圈。
(108)

 中期埃及语词根wзb有多种含义，如“牙槽骨或树窝、襁褓”。wзbt意为“土堆、地势较高的农田、红色皇冠、没有蛇”。这里共同的主旨即“圆圈、围成圈”。
(109)

 wзbt意为“土堆、地势较高的农田”的用法表明urbs的意义当时可能已经在埃及语中存在。wзbw的存在可以更深刻地说明这一点，这个词作为一个地名，意思是“安置”。
(110)

 埃尔努和梅耶陈述urbs是“毫无疑问是借用词”。他们也否认了从音系和语义层面看orbis是来自希腊语ἐρέϕω
 ［“I cover”（我覆盖）］的词源。他们将这个词与翁布里亚语的urfeta联系起来。埃及语的/з/与液体含义一致，这表明这个借用应该发生在第二千纪。因此，考虑到翁布里亚语起源，这个词很有可能在到达拉丁语之前，被翻译成其他意大利语或伊特鲁里亚语。

还有一些基础的拉丁词归根结底来自埃及语。中期埃及语зtp，意为“装载、运送”。希腊语λίτρα
 （4）和拉丁语libra，都意为“重量”，词典编纂学者们对这两个词之间的对等性和差异之处感到困惑。因为该希腊语词汇与西西里岛有关，尚特莱纳提出，这两个词都源于一个非印欧语言的“西西里语下位层”。埃尔努和梅耶简单地陈述为libra来自一个非印欧语言分支。埃及语зtp的词源可以解释t/b的转换，但是这里流音/з/表示这个借用词一定发生在第2千纪。
(111)



晚期埃及语psn意为“面包”。因为其小词形式pāstillus，拉丁语panis（“面包”）被追溯到假定的*pǎšnis。就此，音系上和语义上都有了一致性。

埃尔努和梅耶在分析拉丁语介词ob（“在……前面、面对”）的词源时，写道：“不可能为它找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词源。”他们所说的词源，自然指的是印欧语词源。世俗体埃及语wbз，其科普特语词形为ube，意为“面对”。虽然这些埃及语和拉丁语词汇存在明显的联系，但是并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借用关系。因为难以在严格意义上的印欧语中解释ob，这个词极有可能从埃及语进入拉丁语而不是相反。

世俗体埃及语中pr nṯr、pi nṯr含义是“神的家园、神庙、神殿”。
(112)

 更加常见的ḥt nṯr将在第二十二章详细讨论。拉丁语penetralia起初的含义是“最深处的、一座建筑中最神圣的部分”。从这里而得来penetrate（渗透）以及可能还有Penātes（“神像”），然而这些词也可能来自pзnṯr（“神”）。埃尔努和梅耶在否认了许多语义上相去甚远的猜测后，认为这组词“尽管与印欧语有关联，但这组词没有词源”。Pi nṯr是一个较好的替代性解释。
(113)



拉丁语的serō意为“捆绑到一个文件里”。因此，děserō——其过去分词形式为desertum——意思是失去联系或者“沙漠”。还有在另外一个词义上，desertum也被教会拉丁语用来翻译希腊语ηἔρεμος
 （“荒野、沙漠”）。埃及语dšrt一直使用到托勒密时期，含义也是“沙漠”。Dšrt源于形容词dšr（“红色”），也用来与Kmt（“黑色的土地、尼罗河流域内的埃及”）形成对比。因此在这个含义上，desertum源于埃及语是很清楚的。
(114)




 结语

在本章，我希望表达的是，对于印欧语言源于亚非语词源做出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那些承载文化含义的语言，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很明显闪米特语对亚美尼亚语的影响很大，本章没有涉及这一点，但是本章勾勒出从亚非语言进入拉丁词汇的重要的成分。因此，除非它们在语言中有一致的常规音系发展，否则在其他印欧语言中将无法找到在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之间或者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同源词，这个问题一定要谨慎对待。






(1)
  例如在刚果口语洛蒙果语（[image: ]
 ）中，最初的双唇摩擦清音/F/转变为法语类型的唇齿音/f/，部分原因是上位层的印欧语是这样发音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带有/f/的法语借用词强化了这一新的音素”。参见Polomé（1981，882）。有趣的是，如上所述，没有新的发音被传入希腊语。


(2)
  对亚非语>
 aleph、‘ayin和字首增添元音已在第五章探讨，参见第五章，注释96
 —118
 。带有字首b-的借用词是非常重要的增添，因为最初的印欧语很少有/b/的发音。带有阳性冠词pз的埃及语复合词引入了/p/。由于字首s-和两个元音之间的-s-在公元前2千纪消失（第五章，注释62
 —69
 ），所以以s-为字首的新借用词扩充了起源于/tw
 /数量极少的词汇集合。参见第六章注释85—88中关于-ss-和-tt-的讨论。


(3)
  不过，一些成对的音位变体发音发生改变，则是法语影响的结果。参见Thomason and Kaufman（1988，308）。


(4)
  Morpurgo-Davies（1986，105）.


(5)
  Liddel and Scott（1925，x）.第一卷第322页全文引用了这一段。


(6)
  Skeat（1897，ix）.


(7)
  Skeat，第xi页。


(8)
  参见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85-7）。


(9)
  波科尔尼有不同意见，他认为νη̑σος源于一个印欧语词根*snå（“洗”）。


(10)
  第五章，注释23
 。关于斯沃德什的列表，参见Swadesh（1971，271-84）。另见下文附录A。


(11)
  Renfrew（1998a，1999a），伦弗鲁承认，这个词汇不是狭义上的“印欧语”。


(12)
  这个闪米特语词根的最终词源很可能是埃及语šз‛s（“金锭”）。文中提到的这些词汇无疑是同源词，并且，由于埃及和努比亚为西南亚提供金矿来源，所以，šз‛s或*ḫr‛s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这样发音了（本书第八章，注释48
 —69
 ），几乎可以肯定它是原始词形。因此，它本身也可能是希腊语χρῡσός
 的词源。


(13)
  关于这一印欧语词干进一步的精彩探讨，参见Benveniste（1973，2，9-15）。另一方面，沙尔法（Scharfe）论证所谓的早期梵语词汇rā́j事实上是不能被证实的，因此印欧语中便不存在一个表示“国王”的通用词汇，参见Scharfe（1985，543-8）。在这一点上，莱曼接受沙尔法的论证，参见Winfrid Lehmann（1993，68）。尽管缺乏早期的证据，但是这一词根的确独立地出现在了较晚的印度语言中；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拒绝承认它是一个印欧语词根。


(14)
  参见本书第十章，注释98
 —121
 ；第九章，注释57
 —81
 。


(15)
  英语的情况与希腊语、斯瓦希里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情况不一样，它因为诺曼征服而失去了印欧语词法。不过，这些表示格的词尾通过重读模式消失，重读模式在1066年之前便已经明显出现。所以，英语的这一“孤立”性质是一种内在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密切的语言接触的结果。参见Thomason and Kaufman（1988，306-15）。


(16)
  Ventris and Chadwick（1973，5）.


(17)
  参见下文第十八章，注释3
 —9
 。两个词汇之间的性的差异不存在障碍，因为输出语言的词汇的性几乎不影响输入语言的词汇的性。参见Corbett（1991，80-1）。关于[image: ]
 ，参见below，本书第十四章，注释44
 —47
 ，以及Rendsburg（1989，76-7）；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96-7）以及Bernal（2001，140-2）。


(18)
  Meillet（1965，59）.这些引文，也见于Szemerényi（1974a，147）。


(19)
  M．Masson（1986a）.


(20)
  不过，她借用了玛斯—阿诺特这个领域的历史研究（1967，11-6）。参见Muss-Arnolt（1892，34-45）。


(21)
  M．Masson（1986a，199-207）.


(22)
  M．Masson（1986a，201）.


(23)
  M．Masson（1986a，229）.


(24)
  Brown（1965，1968a，1968b，1969，1971，1979-80，1995 and 2000）;Levin（1971a，1971b and 1995）;Mayer（1960a，1960b，1964 and 1967）；以及Szemerényi（1966a，1968c，1969，1971-81，1972a，1973b，1974a，1979 and1986）。虽然切梅林伊是匈牙利人，但是他出生在英国，并且大部分生涯都在英国度过。


(25)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445—450页。


(26)
  Brown（1995，342）.


(27)
  Orel and Stolbova（1995，390 § 1802）.盖尔布讨论了阿卡德语tamḫarum（“战役”）和maḫirum（“面对、在……前面”），它在阿卡德语中有词形maḫri和maḫris；参见Gelb（1957）。这个词形未在迦南语中得到证明，尽管同样的词根√mḥr（“在……前面”）出现在了måḥår（“明天”）里。Maḫri可能是希腊语μχρι（“截止到，达到”）的一个词源；并且，亚美尼亚语merj（“在”）是后一个词汇的唯一印欧语同源词。


(28)
  Brown（1995，141-2）将其视为从希腊进入希伯来语，而Muss-Arnolt（1892，72）和West（1997，38）的看法与之相反。


(29)
  我提出ἰsq t（Amenope 26，16）中的*r-sqἰ（“休闲场所”）和ἰsq（“推迟、逗留”）带有一个表示房子或房间的义符[image: ]
 （O1）。晚期埃及语世俗体ἰsq，指的是“推迟、逗留、停止”，其科普特语拼写为ōsk。另见本书第二十一章，注释127
 —129
 。


(30)
  关于19世纪的相关研究文献，参见Muss-Arnolt（1892，56-7）。


(31)
  Lejeune［（1972）1987，148-9］，勒琼和克拉克森有相同的观点。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83），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认为该词源是erebos。


(32)
  Pokorny（1959，vol．1，334）．Clackson（1994，33）.


(33)
  Bomhard and Kerns（1994，523-4）.


(34)
  莱文根据不同的理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阿拉伯语ǵrb中的/ǵ/不可能来自印欧语系。不过，许多闪米特语专家坚持认为/ǵ/在这种情况下来自‛ayin，因为它与/r/的关联。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523）。


(35)
  Brown（1995，57-8）.


*
 Segholation是希伯来语的一种元音原则，两个标seghol音节的重音在第一个上。Seghol是希伯来语中E-类短元音即[image: ]
 的名称。两者都暂无中文译名。——译者注（该注释源于郑阳老师。）


(36)
  Astour（1967a，130）．Gelb et al.（1956—，vol．4，256），盖尔布等人将阿卡德语erēbu（“进入”）与专门术语erebu（“下落的太阳”）区分开来。不过它们这两个词汇“混合”进了词汇erēpu（“昏暗的、黑暗的”）。


(37)
  例如，参见本书第二十章，注释79
 —80
 ，以及本书第二十一章，注释77
 。


(38)
  关于巴泰勒米，参见第一卷，第171页。关于伯奇和布鲁格施，参见第一卷，第254—261页。关于博沙尔，参见第一卷，第169—171页。


(39)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262—263页。埃尔曼承认，希腊语中存在着30多个“外来的”埃及语词汇；参见Erman and Grapow（1926-53）。


(40)
  关于所有这些人的生平和学术经历，参见Gardiner（1962）。


(41)
  Hemmerdinger（1968）and McGready（1968）.


(42)
  McGready（1968，252-3）.


(43)
  Hicks（1962，108）.当然，这是对《厄庇诺米斯篇》（Epinomis
 ，987D）中的著名言论的意译。关于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利用这一主题证明欧洲优越论的合理性，参见本书第一卷，第198页。


(44)
  Pierce（1971）.


(45)
  Fournet（1989）.


(46)
  Daniel（1962;1971）.


(47)
  参见第二章，注释8
 以及Bernal（1997b，165-7）。


(48)
  Alford（1991），Cook（1992）and Griffith（1996，1997a and 1997b）.


(49)
  普遍的看法是，该词是闪米特语。1907年，斯皮尔伯格认为buṣ的埃及语词源是wзḏt（“绿色的亚麻”）。他证明，在早期，埃及语的ḏ与闪米特语的重音/ṭ/和/ṣ/对应。他根据《事物与词汇》（Säche und Wörter
 ）中的原则指出，《圣经》和希腊语文献对亚麻和其他精美布料的提及都指向了埃及。他也证明，在同一语义场内的其他希伯来语词汇šēš（“精美的衣服”）、[image: ]
 （“纺织”）和nuta（“纱、线”）——有埃及语词源（1907，127-31）。80年以后，莱文表示出他的怀疑：“我们认为埃及是精美的亚麻布的故乡，埃及语词汇wзḏt（“绿色的织物”）……使得它从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来看都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词源。”参见Levin（1995，293，n．337）。斯皮尔伯格坚持，在类似的科普特语例词中，较早的发音/w/变成了/b/。


(50)
  The Phoenician Women
 ，668-71，trans．P．Vellacott（1972，260）.


(51)
  柏拉图曾经对该主题进行过没有结论的讨论，参见Plato’s Cratylus
 ，319D-329B。


(52)
  Jernstedt（1953，55-6）.关于对m（w）dwṉtr讨论，参见Allen（2000，173）。


(53)
  Hodge（1989，411）.


(54)
  Iamblikhos，De Mysteriis Aegyptorum
 7:4-5；本处引文来自E．des Places翻译的法文译本（1996，193）。


(55)
  第一卷，第98—101页。


(56)
  Suppliants
 ，558-61.


(57)
  Iliad
 9:381-4.有趣的是，从18世纪晚期的基督徒戈特洛布·海恩（Gottlob Heyne）开始，“科学的”原始材料评论家便宣布这些赞美埃及的诗行是伪造的文字。［关于海恩，参见第一卷，第221—223页以及Bernal（2001，174-5）。］学者们批判这些诗句与《奥德赛》中的诗句类似并且存在着年代错误。他们主张，两个底比斯没有从公元前13世纪起同时繁荣，并且希腊人在公元前7世纪瑙克拉提斯建立之前对埃及一无所知。相关参考文献，参见Froidefond（1971，31-3），作者弗鲁瓦德丰（Froidefond）仍然接受这些原始材料批评家的观点。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诗行的真实性，它们在古代从未遭到过质疑。它们的“缺陷”是意识形态造成的，因为它们挑战了希腊和欧洲的优越性。亚历山大的学者们对荷马的诗句提出质疑，是因为它们读起来不通顺。参见关于onar和hypar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十章，注释174
 —185
 。


(58)
  Odyssey
 4：125-30 and 220-3，trans．Murray（1919，vol．1，123）.关于派昂（Paieon）和阿波罗的埃及语词源，参见本书第九章，注释5
 ，以及本书第十九章，注释24
 —76
 。


(59)
  Iliad
 1：403-4.


(60)
  Odyssey
 10：305.


(61)
  Iliad
 2:813.参见下文本书第十九章，注释188
 —190
 。


(62)
  Iliad
 20：74.


(63)
  Iliad
 15：291.


(64)
  本书第十九章，注释188
 —190
 。


*
 利乏音人（Rephaim），《圣经》中的巨人族。——译者注


(65)
  关于对‛Ôg讨论，参见第二卷，第84—85页以及Noegel（1990）。


(66)
  Bérard（1927-29，vol．3，73）.


(67)
  Astour（1967a，294-5）.


(68)
  Iliad
 2：811-4，trans．Murray（1924，Vol．1，111）.


(69)
  本书第十章，注释33
 。


(70)
  Astour（1967a，294-5）.


(71)
  我们不必接受诺瑞尔·弗洛尔（Norayr Vrouyr）的全部观点，即亚美尼亚语中存在着数百个来自闪米特语借用词。Vrouyr（1948）.


(72)
  关于所谓的遗传关系的复杂性，参见Clackson（1994，168）。


(73)
  也可以比较阿拉伯语zāda（“他增加、夸大”）和可能的阿卡德语s̩ādu（“烧红”）。


(74)
  关于该名称，参见Posener（1940，82）以及Helck（1971，58）。关于参考文献，参见Katzenstein（1973，19）。另见本书第五章，注释73
 。


(75)
  Mayer（1960a，90）.不过，她承认该术语可能具有一个地中海语言词源。另见Klein。


(76)
  尚特莱纳认为Mꞷ̄λv、μαλάχη
 和malua之间存在着联系。


(77)
  有趣的是，这种关联在他《拉丁文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Latin
 ）中进行探讨。菲利普·巴尔迪持相当开放的想法来看待诺斯特拉语，并且愿意质疑Aufnahmslosigkeit原则。不过，他从未提到拉丁语中存在着大量来自闪米特语或埃及语的借用语。参见Philip Baldi（1999，14-8）。


(78)
  Carpenter（1958）.哈登（Harden）也有大致类似的观点，尽管他只是最新《剑桥古代史》中关于腓尼基人篇幅出奇地短的一节的作者。W.库利坎完全认可腓尼基语的重要性和它们的青铜时代根源；参见W．Culican（1991，461-546）。《剑桥古代史》中的这一节内容位于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的一节的后面。这样安排，是为了维护晚期腓尼基语传播的观点。


(79)
  参见Albright（1975，522-6）以及Cintas（1948）。


(80)
  见Bunnens（1979，281-2）中的参考书目。尼迈尔（Niemayer）论证该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晚期，参见Niemayer（1984，1-94;1988，201-4）。沙巴蒂诺·莫斯卡蒂（Sabatino Moscati）抨击这类的极简主义，参见Sabatino Moscati（1985，179-87）。莫斯卡蒂论证，迦南人在地中海西部活跃的时间是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活跃的时间是公元前10世纪。克洛斯（Cross）将自己的年代分析建立在碑铭材料的基础之上，论证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上扩张的时间为公元前11世纪，参见Cross（1979）。博德曼（Boardman）认为它发生在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参见Boardman（1990，178）。帕罗迪奥（Pallottino）认同这一观点，参见Pallottino（1984，203-4）。


(81)
  Pallottino（1963）.


(82)
  Nougayrol（1955）.伯克特认为，伊特鲁里亚占卜术和东方占卜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参见Burkert（1992，50-1）。


(83)
  Pallottino（1984，84-5）.


(84)
  Van Berchem（1959;1967）.这个解释受到了挑战和捍卫，参见Bonnet（1988，294-303）以及Brown（2000，209-10）。


(85)
  Nepos，Hannibal
 7.4;Livy 3.55.1；以及Varro 6.88。参见Brown（2000，103）。关于词素-sul的闪米特语词源，参见下文。


(86)
  关于从该迦南语现在主动分词借用到希腊语中的另外一个例证，参见由póēl（“制造着”）借用而来的poiéō（“制造”）。参见本书第十四章，注释41
 —42
 。


(87)
  Westbrook（1988）.


(88)
  当代研究罗马早期历史的领军人物蒂姆·康奈尔仍然不愿意承认近东存在着类似于罗马新年庆典的活动，其核心内容是举行圣婚（hieros gamos）仪式；参见Tim Cornell（1995，146-8）。然而，他承认，其他近东制度被引入了罗马—伊特鲁里亚王权。参见Westbrook（1999，220）。


(89)
  参见埃尔努（Ernout）和梅耶。布朗写道，他不能为magalia找到一个原形，参见Brown（2000，218）。我相信，它有一个可能的词源即mģr（“洞穴”）。参见Megara（麦加拉）的词源，本书第二十一章，注释157
 —160
 。关于aue或haue，另见Levin（1995，156）。


(90)
  尽管印欧语*sreu毫无疑问不能在意大利语中得到证明。但是布朗和莱文仍然对此这样写道：“我们不可能不考虑马丁·贝尔纳极佳的观点，他认为，考虑到佩尔基碑铭证明的伊特鲁里亚—布匿之间的联系，Rōma指的是（“高地、城堡”）［即卡皮托山（Capitoline Hill）］并且与[image: ]
 ［råmåh］（“高地”）是关联词。”参见Brown and Levin（1986，95）。如今，布朗又用许多其他与早期罗马有关联的腓尼基词汇进一步证明了我的“激进”观点，参见Brown（2000，209-10）。另见Brown（1995，24）。

　　米士那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词形Rumē明显源于希腊语Ρώμη。


(91)
  参见Procopius 1:19.29;Pliny Natural History
 6:35。Arkell（1961，178）;Adams（1977，384-92）。


(92)
  没有理由证明伊特鲁里亚语词形Nethun应该比Neptune（尼普顿）更为古老。更有可能的是Nethun源于Neptune，而非后者源于前者。布朗在这个问题上误读了我的观点，参见John Pairman Brown（2000，8）。我从来没有提出过尼普顿这个名称来自NbtḤt，即Nephthys。


(93)
  Dennis（1848，vol．1，109）.另见Bernal（1997c，156-7）。


(94)
  公元前6世纪凯莱（Caere）的伊特鲁里亚统治者的名字特法利·维琉纳斯（Thefarie Veliiunas）在佩尔基铭文（Pyrgi tablets）中被转写为腓尼基语词形Tbry’ wlns。这一转写表明人名提比略（Tiberius）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它可能来自台伯河（Tiber）。Bonfante and Bonfante（1983，52-5）.


(95)
  参见本书第五章，注释118
 。关于贝洛赫试图拒绝这一明显关联背后所隐含的反犹主义，参见第一章，注释32
 ，和Burkert（1992，34）。


(96)
  Servius 7：517.


(97)
  参见Hammond and Scullard（1970，1038）。塔尔昆（Tarquin）这个名字本身源于Tarḫw
 un，即安纳托利亚雷神的名字。这进一步证明了希罗多德和大多数古代作家提出的伊特鲁里亚和安纳托利亚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


(98)
  Palmer（［1954］1988，13）.


(99)
  参见Psalms 76：5。


(100)
  Pokorny（1959，vol．1，36）.当然，他没有超越印欧语。


(101)
  参见Jakobson（1990，305-12）。


(102)
  Orel and Stolbova（1995，239，no．1065）.


(103)
  考虑到大量的借用语从拉丁语传入爱尔兰语，没有理由承认爱尔兰语suim（m）（“总数、总额”）是由“遗传”演变而来的。


(104)
  Orel and Stolbova（1995，461 §§2186，2188）.


(105)
  Strabo，8:3.19.菲克在安纳托利亚语中寻找到了该词根的一个例证，宣称该词根是“勒勒吉斯语”（“Lelegian”），参见Fick（1905，54，112）。


(106)
  不过，一个早期语言借用的可能性确实非常诱人。与拉丁语terra（“大地、土地”）相关的词形不仅在其他意大利语中而且在凯尔特语中发现。它们为这两种西欧语言之间提供了一个专有的连接。不过，埃及语tз（*tr）（“大地、土地”）深根于最古老的亚非语中；参见Takács（1999，228-9）。这是一个单纯的巧合，或者它们都来自原始诺斯特拉语［博姆哈德和克恩斯没有收录它，参见Bomhard and Kearns（1994）］，或者它是从亚非语进入原始意大利—凯尔特语中的早期借用语？


(107)
  教皇通谕的程式语“城市和世界”（ad urbem et orbem）就是类似的用法。


(108)
  Brown（2000，218-24）.


(109)
  wзb的一个令人费解用法是形容船帆，它可能指的是卷起的船帆，并且词义类似于“襁褓”，该词书写时带有一个表示衣服的词根。


(110)
  Erman and Grapow（1926-53，vol．1:251）;Gauthier（1925-30，vol．1，175）.


(111)
  该字首流音对/r/存在着超音段的（suprasegmental）影响。无论如何，引入是一个普遍的语言学特征；参见第十四章中对[image: ]
 的讨论，注释45
 —50
 。


(112)
  参见Gauthier（1925，vol．1，99）。


(113)
  关于前缀pr的一个讨论，参见第九章，注释125
 —166
 。关于nṯr，参见第十章，注释1
 —85
 。


(114)
  我应该感谢我的同事加里·兰斯伯格，他说服我引用了这一词源分析。



第八章　埃及语、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在公元前最后3000年中的语音体系发展：作为词汇借用的反映


 简介

本章探讨的是从埃及语、西闪米特语进入希腊语的词汇借用，特别是它们与这两种亚非语言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300年这3000多年间发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要评估从这两种亚非语言进入希腊语的语言借用在语音上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首先勾勒出目前已知的三种语言中语音转变的脉络。

当推测一个借用词的可能性时，我通过运用埃及学专家维尔纳·维奇赫尔（Werner Vycichl）设计的一种方法来评价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之间的借用词，尽可能减少主观性——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他认为语音对应可能有3分，通常为三辅音词根，另外语义一致性有3分，语义一致性更加难以衡量。
(1)

 一个词被接受为借用词，必须至少有4分，具备5分才能充分说明是借用词，具备6分才能完全被确认是借用词。这里举几个例子：Δωδώνη
 ［Dōdōna（多多纳）］是最古老的希腊神示所和宙斯崇拜中心，在埃及—利比亚语中与宙斯相同的形象是Am（m）on（亚蒙），他的名字是Ddwn，在西沙漠中锡瓦绿洲受到人们崇拜，锡瓦绿洲也是崇拜中心和神示所之地，Dōdōna与Ddwn是可以匹配的。多多纳的女祭司告诉希罗多德多多纳和锡瓦之间的特有联系。
(2)

 因此这个词具有三个必要的分数。在语音上，有三个顺序合理的辅音和一个元音——加起来具备4分，超过必要的三个一致性多一分，因此从整体上看，这个希腊语地名在词源上可以确认来自埃及—利比亚。

希腊词κóσμος
 （H）源于闪米特语词根√qsm，这是一个充分的词源例子。英语词“宇宙”和“化妆品”都来自该希腊词的基本含义“秩序、组织”及其动词kosméō（“按照顺序排列”）。闪米特语Vqsm意为“分配、分派”，特别指神的分配和分派。Qåsam在希伯来语中，词义仅局限于“发布预言”。但是没有道理对在迦南语中保留基本含义“分配”表示怀疑。
(3)

 这两个希腊语和闪米特语在语音上的对等得满了3分，在语义上的对应则得了3分中的2分。因此，可以认为它是较充分的词源。

一个明显“可信的”词源分析是希腊语χαλεπός
 （H）（“痛苦的、残忍的、严厉的”）源于埃及语ḫrp（“官员的权杖”）、ḫrpw（“木槌”）和ḫrpt（“费用、税金”）。这里，语音对应非常符合，而语义上的对应虽然合理，却不是非常符合。然而，一个类似的词κóλαϕος
 （2）（“拳打、打击”）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4)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对khalepós的这个埃及语词源表示半信半疑。
(5)

 然而，维奇赫尔只考虑到亚非语内对应性，这里有一个他不曾遇到的问题：印欧语词源有竞争力的对应性。找到一个希腊词的可信的印欧语词源会排除所有可能的亚非语词源，除非它极为可信。

继续探讨ḫrp和kólaphos（“拳击、打击”）。尚特莱纳将这个词形κολάπτω koláptō
 （5）（“伤口”和“捶打、用锤子摧毁”）与立陶宛语kalù、kalti（“锻造”）联系起来，并将κόπτωkóptō
 （H）（“拳击、打击”）与立陶宛语kapiu（“切、打”）联系起来。虽然后者可能性更大，但是kolaptō、kalù和kalti之间的关联性被削弱了，因为讲原始印欧语的族群不可能锻造金属。不管怎样，埃及语与立陶宛语不同，埃及语ḫrp和名词形式ḫrpw（“木槌”）与kólaphos的辅音完全匹配，koláptō结尾的-tō可以认为是动词的后缀。印欧语竞争对象仅减少khalepos、kolaphos和kolaptō的埃及语词源1分，而留下4分。因此，这仍然是“合理的”。
(6)



充分证明来自印欧语和亚非语词源的例子有érebos（“黑暗的地方”）或harpē（“镰刀、弯刀”），应该谨慎对待，使之平衡。我曾在上一章和先前的一本书中探讨过érebos。
(7)

 著名的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遵循19世纪的研究传统，认为harpē源于闪米特语词根√ḥrb，在希伯来语中是ḥereb<
 *ḥarb，在阿拉姆语中是ḥarbā（“剑”），它们最初都是弯曲的形状。
(8)

 这个弯曲观念和镰刀在埃及语词汇ḫзbb或者ẖзb（“弯曲”）中进一步加强；这些词形的第一种书写时带有两个钳口。然而海因里希·莱维从拉丁语词sarpio（“切断藤蔓”）和古代教堂斯拉夫语词srupu（“镰刀”）中发现可能性很大的一个印欧语词源。
(9)

 通常最好应该将两者列出来，考虑融合一起的可能性。但是其他方面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怀疑语言遗传的因素。
(10)

 不过，这种情况下，间接证据可以支持闪米特语√ḥrb至少是harpē的一个词源。
(11)



上文提到所有词源的对应语音在抄本中或被普遍接受的词源分析中得到证实。然而，其他的对应虽然没有记载，但如果认为这些闪米特语和埃及语内的变化发生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的话，它们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闪米特语

在第七章，我描述过许多希腊语的语音发展。希腊语是目前为止这里所考虑的三种语言中被了解得最准确的。即使是迈锡尼时期的B类线形文字的抄本在音节中都标记出辅音和元音（虽然较为粗陋）。希腊字母表给出元音和辅音的很多信息。此外，在希腊化时期，即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希腊语声望很高，迫切需要将其准确地讲授于非希腊语族的人，继而引起对重音的大规模研究。这些学术研究被保留下来，从公元前3世纪起，希腊词汇和名称被译成科普特语和希伯来语，提供了很多关于读音的信息。

古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呈现出更多问题。首先是术语的定义问题。我使用“西闪米特语”来包括在公元前最后2000年内所有黎凡特沿岸及远离黎凡特海岸的内陆地区使用的闪米特语言。这包括阿摩利语、阿拉姆语、乌加里特语和迦南语诸方言。第3千纪时期叙利亚的书面文字埃卜拉语也可归为边缘的成员。
(12)

 我认同传统的定义，将迦南语定义为西闪米特语，虽然这个定义有些主观。该西闪米特语在黎凡特南部地区使用于公元前1500年之后和6世纪阿拉姆语跟随巴比伦人和波斯人的帝国获得成功之前这一时期。到目前为止，最著名的迦南语方言是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从公元前1千纪到公元后一直在使用。

埃卜拉语和阿摩利语是以音节楔形文字进行书写的。因此，它们有可能被重构为至少一种大致的发音。不过，所有其他的西闪米特语和方言都是用字母进行书写的，这些字母基本上只表示辅音。最纯粹的辅音文字出现在腓尼基语中。更加古老的字母体系可以标示出一些发音的迹象。乌加里特字母表包括三个音>
 a、>
 éi和>
 u，希伯来语语使用两个半元音/w/和/y/以及/h/作为母音字母（matres lectionis）
*

 ，分别表示圆唇元音、舌前元音和开口元音。从它们身上，我们可以获得这一发音的一般含义。在较晚时期，此含义通过进入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许多名称和一些词汇的转写被进一步增强。最重要的希腊文本是大约公元前250年被翻译成希腊语七十士本的《圣经·旧约》、1世纪约瑟夫斯（Josephus）用希腊语记述他的“历史”内容而写成的《犹太古代史》（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以及希伯来语地名和人名翻译成希腊语的《圣经·新约》。

这些转写建立的语音对等成为附录A中我提出的从闪米特语进入希腊语的借用词的基础。我认为没有必有解释每一个借用词，但是我能够给出原因而涵盖所有的借用词。

西闪米特语和迦南语早期的发音有一个更好的根源来自传统本身。在6世纪和10世纪之间，以色列学者坚信祈祷者和宗教仪式的作用要依靠准确的发音，建立起许多可以区分的标记或者“点”的体系。在众多事项中，这些可以表明元音的性质（虽然不是元音的数量）。这个传统的顶点和这些体系的统一形成于10世纪的标准的所谓马索拉经文中。
(13)

 马索拉经文体系使用一个非常古老和保守的传统，因此它几乎可以确切地表明公元前1千纪希伯来语发音。

在西闪米特语中元音和辅音的主要转变发生于公元前最后两个千纪。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方言在发音上存在差异，腓尼基语在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300年有进入很多希腊语的借用词。在第五章
(14)

 ，我们探讨过此期间腓尼基语的转变如/o/＞/u/以及/u/＞/ü/。此外，希伯来语的辅音字母和元音标记的马索拉体系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基础来评价早期和后期的借用词。

元音

另一个问题是亚非语言经常有元音变换（ablaut）或者元音转变来标记动词的时态、语气、主动、使役等不同。这些变换也可以用来区分动词和名词，标记名词数量上的差异（比较印欧语动词词根）。比如希伯来语的动词词根√ktb（“写”）可以翻译成kåtab、yiktōb、kətōb、kōtēb、niktab、kittēb、kuttab、hiktîb、håktab和hitkattēb。当只标明辅音时，这样的区分就尤其困难。在评价借用词的可能性时，我们发现很难得知哪种词形会提供一个可能的词源。

辅音

如同元音，这里列举的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的辅音之间的语音对等的基础，是上述那些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文本译成希腊语的抄本中，位于词首、词中和词尾的辅音应该给予重视，并尽可能关注它们的位置与马索拉经文中的元音的关系。

一些辅音转写令人惊讶，值得一提。它们包括闪米特语/b/和希腊语/m/的相互转换；字首的r-成为n-，而中间的-n-成为-r-；tsade在所有位置被转换成/s/；/z/位于字首和词尾位置；/t/位于字首或词尾位置；/ss/tt/在词中或词尾位置。希腊语对/š/、/ś/和/s/的转写的复杂性将在第十三章讨论。早期闪米特语齿擦音在迦南语中失去，这形成很多困惑，比如西闪米特语词形[image: ]
 （“北部遥远的地方和大风的风源”），似乎衍生出了ζέϕυρις
 （H）（“西风或西北风、猛烈的风暴”）、ζόϕος
 （H）（“黑暗、阴暗的地区，西方”）、ψέϕας
 （5）（“阴暗、幽暗”）、δνóϕος
 （H）（“阴暗和幽暗”）、κνέϕας
 （H）（“阴暗和幽暗”）以及δουπος
 （H）（“远处战争而引起的强烈噪声”）。最后，我们看到[image: ]
 （堤丰），表示神话传说中各种风的父亲，作为一个词语，其字面意思是“折磨、暴风雨”。后来，提丰被视为赛特的希腊对应神，赛特尼罗河流域之外蛮荒之地上的野蛮之神。
(15)



其他转写进希腊语的西闪米特语词形证明了它们极为古老。一个发生在大约第二千纪中期在ǵain与‛ain合并之前将ǵ转写成g的早期例子，出现在一个城市的名字中，它在阿拉伯语中是´Gazzeh，在埃及语中是Gḏt，在希腊语中是Γάζα
 ，而在后来迦南语中是‛azzåh。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麦加拉（Megara）这个城市名称中，这将在第二十章探讨。这些词形与毕布勒和推罗的名称类似，从语音上可以看出它们是在公元前1400年之前标准化的。
(16)



因此，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语音转变之前这些地名已经引入希腊语。在寻找希腊语和西闪米特语之间的借用词时，这些地名以及A类或B类线形文字牌匾上的闪米特语借用词的发现都可以证明古代西闪米特语对希腊语拓宽语音变化的影响的可能性。


 埃及语

元音

早期埃及语的重构和对西闪米特语的重构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也有其他困难。古代的书写体系——象形文字，即圣书体和世俗体——基本上都只表示辅音，这些问题将在下面讨论。埃及语最后一个阶段是科普特语，它是表音文字，由希腊语字母拼写而成，辅以一些来自世俗体的标记。然而，科普特语中元音并不是全部清楚。例如，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反对当时惯常认为的科普特语中/ω/和/H/像它们在希腊语中一样读作长元音/ō/和/ē/，而应该读作具有不同音值的元音。
(17)

 在格林伯格提出异议之前，学者们认为可以从科普特语中推导出元音的长度。至今仍然被视为权威著作的《埃及语语法》（Egyptian Grammar
 ）的作者，阿兰·加德纳（Alan Gardiner）这样写道：“学者们已经从科普特语的大量词汇中确定了最初价值的地位和数量，但是其属性远远不能确定。”
(18)



通常，加德纳非常苛刻：“那些更为古老的语言的元音和辅音通常会在时间推移过程中被修改，所以较为晚近的语言充其量只能认为是推论的基础。”
(19)



加德纳的这部著作写于20世纪上半叶。然而直到今天，中期埃及语元音的重构的不稳定性仍可以在安东尼奥·洛普列诺（Antonio Loprieno）的作品中体现，该作者在整个学术生涯里都致力于古埃及语的研究和系统化，他这样写道：

方法论要求和文献学证据的脱离促使现代学者在进行埃及语历史研究时，要区分两个现实问题：（1）科普特语词形是从它的埃及语前身即传统上称为“前科普特埃及语”演变而来时固定地采用了词素音位原则（morphophonological rules）而形成的语言学体系；（2）从埃及文本的实际文字即“埃及象形文字”获得的词形。“埃及象形文字”似乎不如“前科普特埃及语”有规则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埃及语的文字体系……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重构的“前科普特埃及语”是一个理想化的语言体系：即使重构的规则都是正确的，它本身也是令人质疑的，这个多余的体系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现实……埃及语真实的历史被证明可能不如重构“前科普特埃及语”有规则性，但是比“埃及象形文字”所显露的情况具有更多的多样化。
(20)



洛普列诺在这里关心的是词形音位，但是他对“前科普特埃及语”人为的或理想化的本质的苛责是将语音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要进一步复杂并扩大讨论进入希腊语的借用词发音的范围的问题，埃及语作为一种亚非语言，和闪米特语一样，明显在动词和名词上有元音交替的特性。

另外一个难题是，当借用词来自一种只有辅音被记录下来的语言，我们在考虑借用词时的困难是，通常难以知道一个中间的辅音其旁边是元音还是辅音。这些位置对辅音的影响差异很大，如在第五章中所述，革新第4项变革是字首或元音间的/s/的消失。
(21)

 紧随其他辅音之后的/s/却保留了下来。

辅音

我将在科普特语和闪米特的基础上，从19世纪埃及学传统修正的传统观点探讨。根据这个观点，一系列的浊塞音和清塞音是完整的/b/、/p/，/d/、/t/，以及/g/、/k/。唯一明确保留下来的加强语气的音是/q/（经常写作ḳ）。‛Ayin这个词被认为是效仿闪米特语中的闭喉音，阿拉伯语中也有此音，应该具有加强语气的效果。这与对应于闪米特语的>
 aleph或者yod的标记记录为ἰ相反。除了这些早期的腭音化的发音，亚非语言中*gy
 和*ky
 似乎已经成为*dy
 和*ty
 ，被古埃及文化专家习惯性写成为ḏ和ṯ。
(22)

 （Ḏ与闪米特语重读音/ṣ/和/ṭ/对应）。
(23)

 在晚期埃及语中，公元前1600年在整个埃及范围内，*dy
 和*ty
 倾向于成为/t/和/d/。此外，/q/经常被同化为/k/。在这段时间，“发音的音素和不发音的音素之间的区别渐渐地消失了”
(24)

 。

这一同样的中和过程在较早时候从齿擦音开始。最初，它们写成/z/、/s/和/š/。然而，/z/和/s/似乎在中期埃及语已经被抵消。这个抵消的过程是清化音和浊化音之间的首次融合。德国的埃及古埃及文化专家倾向于保持两者的区别，而讲英语的人没有这样做，虽然两种学派都明确地区分/s/和/š/。四个不同的送气音或喉音分别是/h/、/ẖ/、/ḥ/和/ḫ/。很明显/ẖ/被腭音化为/ḫ/或/ḥ/，与/š/交替使用。
(25)

 /Ḥ/与闪米特语的ḥet对应，/ḫ/与阿拉伯语中发刺耳音的kha对应。

不断变化的埃及语词形


双ALEPH或秃鹫形的ALEPH。
 引发许多争议的字母是所谓“双”或“秃鹫”形的[image: ]
 的翻译。早期的古埃及专家从晚期埃及文本开始研究，意识到这个标记仅仅表示经过修改的元音，因此，他们认为它是a的一个交替形式。然而在20世纪，学者们开始意识在中王国时期的文本里，这个标记用来表示闪米特语中包含/r/或/l/的人名或地名。不过，学术上的传统观念不会轻易消失，直到30年前，大多数埃及学专家仍然认为/з/是一个声门塞音。
(26)



以亚非语言作为整体的研究，列出的许多带有/l/和/r/的同源词不仅出现在闪米特语中，也出现在乍得语和柏柏尔语中，这深入说明/з/是一个流音。因此，现在争论出现在德国语言学家奥托·勒斯勒尔（Otto Rössler）和他的弟子之间，他的弟子主张在早期埃及语中，/з/一直是流音或者是“小舌颤音”，还有其他人不肯放弃它是声门塞音的观点。
(27)

 另有一些亚非语言的词典编纂学者，像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仍然认为基础音是>
 aleph，虽然他们承认一些双alephs是流音。
(28)

 其他人像安东尼奥·洛普列诺和加博·塔卡克斯（Gabor Takács）认为/з/基本上是流音，但是有时相当于亚非语中的声门塞音。
(29)

 我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从流音到元音修饰音的改变发生在新王国时期。在大约400年间（公元前1575—前1200年），不可能精确得知这种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而且这是一个模糊漫长，发展不均匀的过程。
(30)

 字母[image: ]
 被记录为/r/，在后来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许多借用词，可以看到希腊语词形保留了埃及语s-和流音/з/，我们可以得知/з/一般的埃及语发音发生在希腊语音变之后，即sV＞hV和VsV＞VhV。

当人们从语言学方面评判我的研究时，杰·雅萨诺夫和阿兰·努斯鲍姆发现我并没有苛刻地主张源于埃及语的希腊词中的/з/的不同价值，他们感到惊讶。他们在文章中提到我列出的源于埃及语kз的希腊词kār/kēr/（H）的词源（这将在第十章探讨）。
(31)

 “从语音学的角度，这种相等性是不可能的：无论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都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贝尔纳的主张，即埃及语з有时在希腊语中作为/r/借用。”
(32)



这时，我们一定会质疑是观察者之间存在差异，还是情况本身引起的差异。早期的学者从未考虑希腊词中的流音可能源于/з/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直到最近30年前，大多数古埃及文化专家仍然认为/з/是一个声门塞音。此外，尽管他们承认埃古普托斯（Aigyptos）这个名称（来自埃及语Ḥt kзPtḥ）在希腊迈锡尼时期使用，语言学家未曾考虑过它可能是一个在公元前1千纪从埃及语进入希腊语的借用词。因此，在确立希腊词词源时，他们仅仅使用晚期埃及语的音值。我们现在从文本和考古学中可以得知在公元前2千纪东地中海一带希腊和埃及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33)

 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埃及语的借用词既可能发生在/з/是流音的时期，也可能发生在在它仅是元音之后。
(34)



对双ALEPH的借用及其语音变化。


1．kзm。
 存在着一个早期埃及语词群-kзnw（后来的词形为kзm），意为“花园、葡萄园”“花园、葡萄园、花朵”，kзny（后来的词形为kзmw）意为“葡萄酒商、园丁、葡萄酒、水果蔬菜”，可以作为例子说明语音变化在借用词中有不同的结果。这一词群中，最早的借用词词形是来自kзny/w（“葡萄酒商”）的神圣名字κρονος
 。克洛诺斯（Kronos）最著名的事迹是用镰刀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根据赫西俄德的记载，它是一把ἅρπηνκαρχαράδοντα
 （“带有锯齿刃的镰刀”）。
(35)

 这表示在古代已经使用石器制成的坚硬的工具。
(36)

 这一暴力行为的重要性因以下事实而产生，即Χρóνος
 （H）（“时间”）的象征是他的镰刀，它后来与克洛诺斯本人混同。

很明显，kзm与西闪米特语*karm有关联，后者即希伯来语kerem，它可见于Carmel［由该词，经过圣衣会（Carmelite）修女，变成了“caramel”（焦糖）］。该闪米特语词形可能已经影响到新王国时期埃及语结尾的辅音从-n到-m的变化。
(37)

 因为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之间存在的关系，很难得知希腊语词形来自这两种语言中的哪一种。首先，在κλάω
 （H）（“终止”）这个词可以看到-n和-m的延伸，包括κλών
 （5）（“树枝”）、κλωνίτης
 （“长有枝芽”）、κλωνίζω
 （“修剪树和藤”）。涉及-m的词有κλη̑μα
 （“枝芽”）、[image: ]
 （“像葡萄一样悬挂”）。这些词都不是来自印欧语词源。
(38)



埃及语的发展似乎是*karm＞*ka>
 m>*kām，这个过程，*kōm具有ā＞ō这个变化。在科普特语中，该词被腭音化为čōm（“葡萄园、田地、花园”），čme（“葡萄酒商、园丁、酿酒或榨油的人”）。
(39)

 希腊语有一系列和κω̑μος
 （4）有关的词，并没有找到它们的印欧语词源，但是都有“与酒有关的狂欢盛宴”的含义。
(40)

 κωμασία是指“诸神在埃及快乐地行进”，κωμαστής
 是指参加节日庆祝的喝酒的人，这个词还是狄奥尼索斯的别名。kōmos最知名的派生词是κωμω̣δóς
 （4）（“为欢宴助兴的唱歌人”），由这个词义，继而产生κωμικóς
 （4）（“喜剧演员”）。最后是κω̑μα
 （H），它指的是“深度睡眠”或“昏睡不醒”，这难道是狂欢后的结果？布鲁格曼将kōma与κει̑μαι
 （“躺下”）里元音的长度带来的一些困难联系起来。
(41)

 尚特莱纳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kōma的词源仍然不清楚。


2．tзš。
 埃及语tзš变成了世俗体中的ts，在波海利方言中为thoš、thōš，在萨希迪方言和科普特语中为toš、toš，简单从地理位置考虑，北部的波海利方言很可能影响到希腊语。tзš的意思是“边界”。在灌溉的土地上，以沟渠或水道划分边界。因此毫无疑问，在新王国之前，经常书写tзš的限定条件是一个简写的变体[image: ]
 （N36）（“河道”）。这种词形广泛使用为湖水、河水和海水的限定条件。比如可以使用在标准词wзḏwr中表示“海水”。
(42)

 在第十六章将会讨论一个例子，一个闪米特语词指“水道”，具有辅音结构√plg，这个词是πέλαγος
 （H）（“深海”）的词源。这个例子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等词。

维奇赫尔将Tзš重构为*tāзiš，认为tзS为θάλασσα
 （H）（“海”）提供一个合理的词源，这个词困惑了学者们长达若干世纪之久。
(43)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认为它是一个借用词，τέλσον（H）（“田地边缘”）可以反映tзš更狭义的概念。维奇赫尔（Vycichl）指出一个复数形式tSἰ-w，他认为应该是*tίš-w。这种说法可以解释telson中的前元音。弗里斯克说这个词没有“明确的词源”。尚特莱纳也认为其词源“不确定”，但是他认为一片田地的边缘应该是牛转身的地方，因此与印欧语词根*kw
 el（“转身”）有关。如果我们认同传统观点，认为在公元前2500年，/š/这个标记发生了ḫ＞š变化，那么thálassa和telson的借用一定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通常认为，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з/失去了流音的音值。然而晚期埃及语的一个书写词形[image: ]
 зw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秃鹫形”>
 aleph在相当晚近的时候仍然保留着辅音值。
(44)

 因此这两个词可能在此阶段发生借用。第三种可能发生的借用是[image: ]
 thῑs（H）（“沙岸、海滩”），这个词可能是在/з/完全变成元音之后发生借用的词。尚特莱纳称thῑs“没有词源”，弗里斯克声称“这个解释不尽如人意”，继而列出一些不可能的情况。从tзš派生一个词的主要困难是thῑs经常使用在结尾为-n的情形中，如宾格thῑn等。

在《白昼显身之书》（至今仍以《亡灵书》而著名）中，tзš带有一个行走的限定条件，表示“走过边界、确定界限”。在世俗体里，tš可能发*tåš的音，含义是“确定、安排、分配”。在科普特语中，tōš也源于tзš，表示“限制、确定、分配、确定”。希腊语的动词τάσσω
 （5）意味着“安放、按顺序安置、分配、规定”。唯一的问题来自其他词根为tag-的动词形式。这个词根语与tagós（“指挥官”）密切相关。这里令人困惑的地方类似于英语口语中“brought”和“bought”。埃及语动词ṯs即科普特语里的jōs——含义是“集结军队、排序、安排”——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45)

 因此这两个埃及语动词在tássō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词不仅在语义上对等，而且也体现希腊语动词语音上的不规则性。让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感到困惑的是这个词形是tássō，而不是应该来自tag-的*τάζωtάɀō
 。这两位词典编纂学者一致同意tássō没有词源。

/з/是埃及语中一个极其常见的字母，许多进入希腊语的借用词很可能都来自包括这个字母的词汇。本章以及本书后续部分会列举很多这些词汇。




勒斯勒尔的观点。
 勒斯勒尔没有将他基于比较亚非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局限于/з/。他要求再次评价一些其他的埃及“字母”。其他埃及语的专家对此再次评价持批判的态度，如同他们对勒斯勒尔苛刻地排斥一些传统关联性的反应。
(46)

 此外，勒斯勒尔的提议正好与我观察到的借用词进入希腊语的模式吻合。特别是，他主张[image: ]
 （N37）——这个标记在传统观点上被认为是/š/——起初的发音是/ḫ/，可以认为是这个模式的一部分。希伯来语/š/在希腊语中被译为χθ、/khth/，σχ、/skh/，σκ、/sk/或者ξ、/ks/，最后简单地成为σ、s。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埃及语的/š/有何不同之处，在后期埃及语中，最初的/ẖ/及其后的/ḫ/与/š/融合在一起。
(47)

 根据勒斯勒尔的学生弗兰克·卡梅兹尔（Frank Kammerzell）的观点，从[image: ]
 到/š/的第一个转变发生在古王国时期，即公元前3千纪的上半叶。
(48)

 如果这个时间是准确的——也可能不是如此——那么那些埃及语中/š/被视为χ或κ的借用词可能发生在讲印欧语的人到达希腊之前，在陶器时期末期，大约公元前2400年的青铜时代早期II或大约公元前1900年青铜时代早期III。如果是这种情况，它们或者是“前希腊语”的下位层或者在弥诺斯早期时期进入弥诺斯文化，在后来某个时期传到希腊。如果第一个假设是正确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一定会有许多这样的词汇保留下来，然而印度—赫梯语下位层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个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印度—赫梯语和印欧语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能掩盖了从印度—赫梯语的借用。此外这些埃及词汇应该代表某种物体、概念和过程，而这些词汇在新迁徙族群的语言中不充分或者缺失。后来[image: ]
 的解释被引入希腊，直接进入希腊语或者通过克里特语间接进入希腊语。




埃及语/š/传入希腊语。
 因为/š/[image: ]
 与χ或κ的关联性比/з/与/r/或/l/的关联性更具有争议，我认为很有必要列举一些令人信服的例子。首先是以/k/为首的希腊词汇。χ/κ之间的转换没有困难。来自埃及语和闪米特语/ḫ/的经证实的借用词常被表示为希腊语/k/。
(49)

 括号中提议的词源不能确定。




1．š-k。
 šзw（“芫荽”）；κορίαννον（κóριον）
 ，在B类线形文字中的复数形式为koria2
 dana。尚特莱纳和弗里斯克认为这个词属于“地中海语言”。

šrἰ（“儿子、少年”）；šrἰt（“女儿、女孩、少女”）；κóρος、κου̑ρος
 （“少年、年轻人”），阴性词表示“少女、少妇”。κορη、κούρη、
 阿卡德语κόρFα在B类线形文字中为kowo、kowa以及kira（“小女孩”）。在尚特莱纳看来，“最有可能的词源”是来自“滋养”词义上的[image: ]
 *korwos，对应于与亚美尼亚语ser（“种族、后代”）以及立陶宛语sarvas（“盔甲、持武器的人”）。科普特语šēre（S）和šēri（B）的长音/ee/或者/ē/似乎可以表示较早的词形šrἰ中重读的/ū/。
(50)

 维奇赫尔将šrἰt重构为*šōryat的词形。他没有考虑勒斯勒尔的重构方法，否则应该是**khöryat。还有一个有关联的借用词是šrr（“年轻人、年少的人”），它进入希腊语成为χείρων
 （“下属”）（见下文）。

šrt（“某种谷物”）在晚期埃及语中证实为šrἰt（“大麦”）；κρῑθή
 （H）（“大麦”）。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这个词可能是外来词，也可能与盎格鲁—撒克逊词grotan（“去壳谷物”）是同源词。


χι̑δρον
 （5）（“新鲜谷物”）。尚特莱纳认为该词“没有词源”，弗里斯克认为该词“可能是一个借用词”。


Κάχρυς
 （4）（“烤熟的大麦”）。尚特莱纳将这个词与κέγχρος
 （H）（“玉蜀黍之类作物”）联系起来，他认为这个词有可能通过音位转换和假设的词形*kerkono*Kerkonos与古高地日耳曼语hirso（“玉蜀黍之类作物”）有关。

Wšbyt（5）（“珠子”）与ὄκκαβος
 （“手镯”）。尚特莱纳认为这两个词没有词源。




2．š-χ。
 šз（“田地、草场、湿地、与城镇相对的乡村”）；χώρα
 （H）（“地点、部分被占用的地方、体积、包容、乡下”）。弗里斯克将该词与具有“空的”词义的χήρα
 （H）（“寡妇”）联系起来。
(51)

 这里的两个词根可能有些混淆。尚特莱纳的学生和后来的研究者让-路易斯·佩尔皮尤（Jean-Louis Perpillou）编写了《词典》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也试探性地引用χορóς
 （H）（“跳舞合唱的场所”）。
(52)

 šз带有一个a-，后来被借用为ἄσις
 （H）（“泥”）和作为λείμων
 （“草地”）的描述词的ἀσιος
 。
(53)

 尚特莱纳说这一点未能确定。弗里斯克写道：“无法明确的解释。”他们都引用了一个来自梵语词源asita-（“黑暗的”），这个词源是不太可能的。

šз只在晚期埃及语中证实表示“搁浅、浸水而沉没”，χοιράς
 意为“礁、岬和附近地区”。佩尔皮尤认为猪（χοῑροι
 ）自然与岩石有关。Χοι̑ρος
 （“猪”）这个词本身可能来自另一个埃及语词汇šз（“猪”）。
(54)



šз（“注定”）；晚期埃及语šзy（“命运”）；中期埃及语šзw；世俗体šy；科普特语（S）šai（“命运”）。χρή（H）没有格变化，含义为“必然、义务、职责”。χρείων
 （H）（“给予神谕”），词干νρησ-
 （5）与真理和神谕的反应有关，即“向神提问”。有一些词形是χρή
 的派生词，但是源于一个埃及语中的系列词，这些词似乎不仅与šз（“注定”）有关，而且与šзw（“重量、价值”）、šзwt（“适宜的事物”）、词组n-šзw（“适合于、具有某种能力”）和šзyt（“税金”）等都有关。χρείος
 （H）和它的组成部分的重点是债务的概念。χρεία
 （6）意味着“需求”同时也意指“服务、雇佣”，抽象词χάρτης
 则意为“财富、税收”。
(55)



弗里斯克强调χρή形式上的独特性，其词源完全是猜测的。在弗里斯克列举的词源中，佩尔皮尤倾向于认为其与拉丁语中hortor（“他想要”）的词根*gher有关，并最终与χαίρω
 （“欣喜”）联系起来。

šзἰ“捆”、šзyt“税收”；晚期埃及语šз‛t（“财产”）、χάρτης
 （5）（“草纸卷”）。
(56)

 尚特莱纳坚持该词是卷状物而不是草纸卷，这是一个重要的希腊词汇。和弗里斯克一样，尚特莱纳也同意这个词应该是来自埃及语的借用词。然而他认为“这里并没有语言学的论据来支撑”。勒斯勒尔的重构理论现在可以作为一个论据。

šз‛-m（“从头开始”）；χρóνος
 （H）（“时间”）。从这个词本身来看，šз‛意味着“开始”，šз‛tз是一个表示地球创始的术语。有趣的是，khronos被视为地球创始之前的第一法则。
(57)

 在新王国结束之后，šз‛-m变成了šз‛-n。因为/š/和/з/具有古语音值，这个词不可能是χρóνος
 的词源，而且这个变化一定发生在希腊。这里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image: ]
 （“矮子”）。
(58)



在发音上的证据未能有助于解释词源，因为šз‛的科普特语的赋值是ša。我们能够断定的是šз‛-m重构为*ḫr‛o-m是有可能的，因为‛ayin经常与后元音有关。

如果这个埃及语词源有争议，那么印欧语词源将存在更大的问题。热衷于研究“皮拉斯基语”的起源的冯·温德金斯（A．J．Van Windekins）认为这个词与κείρω
 （“切断”）有关。
(59)

 尚特莱纳和佩尔皮尤对此看法严加批判，他们认为这种关联“否定了上述所有的定义和不断持续的概念”。佩尔皮尤进一步作出，认为推测它可能与阿维斯塔语的zrvan（“时间延续”）有关，然后总结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源是未知的”。弗里斯克列出若干词源，但他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个。

šw（“空虚、空气”）。空气之神šw是χάος
 （H）（“空虚、无限大的空间”）一个很好的词源。
(60)

 在埃及宇宙进化论中，šw的重要的作用是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将地面与天空分离开。
(61)

 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Kháos是创造世界的过程中的第一个事物或原则。
(62)



一般来讲，塔卡克斯对勒斯勒尔的重构持怀疑态度，但他承认阿拉伯语ḫawiya（“成为空的”）为šw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闪米特语同源词。
(63)

 尚特莱纳和弗里斯克也有理由相信这个词根是*χάFος（*kháwos），这也符合来自šw的派生词。他们提出进一步假设将kháos与χαυ̑νος
 （“海绵状的、松软的”，并有隐喻含义“空虚的、轻佻的”）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个词与波罗的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词汇gaumen（“上颚”）有关。

šrr（“年轻的，小的，地位低的人”）很明显与上文讨论过的šrἰ（“少年”）有关。传统观点认为，希腊语的χείρων
 （“在等级、力量或技能上低下的”）与梵语hrasva-（“短、小”）有关。尚特莱纳对此不相信，认为该词源“不能确定”。该词许多变体词形说明它是一个借用词。这些词包括史诗中的χερείων
 和伊奥利亚方言χέρρων
 。后者很有趣，因为这里有一个双写的/rr/，这一点说明了它对最初的šrr的保留。结尾的-ōn是一个表示比较的后缀。

‛šз（“许多、众多、大量、富有的”）；‛šзt（“多数、大众”）。‛šз-r（“嘴的、爱说话的”）这个词与‛šзḫrw（“喧闹的”）间接表示一群人。ὄχλος、okhlos
 （5）也表示（“人群、群众、一大群人、大量的”）。
(64)

 ‛ain在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发音通常是后元音/o/和/u/。带有贬义的οἱπολλóιhoi polloi
 （“许多人”）似乎是一个来自‛šз的直译词。尚特莱纳同弗里斯克一样，强调运动和激动的方面，通过一个假设的词*Fοχλος
 将这个词与古北欧语vagl（“栖息处”）以及vog（“杠杆”）联系起来，暗指运动。弗里斯克试图将这个词与μóχλος
 （H）（“杠杆”）联系。然而这个词更有可能源于埃及语mḫзt（“平衡”）。
(65)



另一个希腊词ἔθνος
 （H）表示“群众”，其变体词形为ὀθνει̑ς
 。尚特莱纳将ethnos更准确地定义为“较为稳定的一群人、士兵和动物、民族、阶级、社会等级”。这个词与γενος
 （“家庭、部落”）区分开。Ethnos不同于这些真实的或者假设的生物集体，这个词是一个行政分类或计数。埃及语的ṯnw意思是“数量”或者“计数”，ṯnwt意思是统计“牲畜、囚犯等”的数量。在古埃及萨希迪方言中存在ato（“群众”）这个词汇，增加了一个有前加元音*iṯnw形式的可能性。尚特莱纳提出一个词干*swedh，最后与第三人称代词ἑ（“他”）一并成为这个词的起源，这有些不可思议。

回到‛šз，另一个后来发生的借用似乎是ὀχεύω
 （5）（“交配、繁殖”）。尚特莱纳引用梅耶的观点希望将这个词与okhlos的派生词ὀχλεύς
 联系起来。从‛šз来看，这种联系看起来是合理的。弗里斯克认为存在争议的是，这个词要么与ὀχέομαι
 （“旅游、搭乘交通工具”）有关，要么来自一个适用于多种情形的词源ἔχω
 ［两种特定含义中的一种：“压倒、插入墙上的一个洞的闩（!）”］。

‛šз似乎是在后来进入希腊语，那时不确定的齿擦音/š/表示为χθ，而不是/κ/或/χ/。这为ἔχθρος/ἔχθος
 （“仇恨、敌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这些词源于εκ、ek或者拉丁语extra（“外面的人”）。这个词源或埃及语词源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们没有通过神秘的卡兰德“法则”著作来解释ékhthros/ékhthos（H）之间的交替，而认为更合理的是这个词是由在/з/失去其辅音值之前或者之后的借用词组成。‛šзw与在εὔοχθος
 （H）（“富裕的、丰富的”）形式中的希腊语前缀eu-（“幸运的”），似乎都来自“大量、富有”的含义（此含义在闪米特语同源词‛ošer和‛åšîr中占优势）。
(66)



尚特莱纳认为来自ὄχθοςὄχθη
 （H）（“土堆、小山、河岸、生长、脓包”）的一个词源不令人满意。尚特莱纳认为词尾的-thē、-thos是常见后缀。该希腊词汇可能源于另一个埃及语词汇‛šзw，暂时翻译成“讨厌的”，但在书写上带有义符[image: ]
 （Aa 2）（“生长（物）、脓包或腺体”）。
(67)

 ‛šзt最后被认为是科普特语的ašai、ašē（“许多、大量的”）。普罗塔克试编报告更加简短，埃及词汇表示“许多”的词是os。
(68)

 来自‛šз的一个词，没有印欧语代表okh-的词源，如果它出现在/з/失去流音价值之后，这似乎是可能的。

进一步举例说明š-χ的对应性，如šn‛（“鱼的种类”），χάννα
 （4）（“海滩”）这两个词汇。研究希腊鱼类名称的权威人士阿瑟·汤姆森（D’Arcy W．Thompson）怀疑这个词可能有埃及语词源，但是尚特莱纳否定这一点。
(69)

 最后，还有埃及语词汇wšn（“扭转家禽的脖子”）和希腊词αὐχήν
 （H）（“人或动物的脖子”）以及αὐχενίζω
 （“扭断受害者的脖子”）。尚特莱纳对之前以印欧语言的方式解释词汇做出的努力表示质疑。以š-χθ和š-ξ为例，我们可以找到mrš，即科普特语mroš意为“黄色/红色染色，用于绘画和染色的黄色颜料”）。希腊语也有成对的词μόροχθος/μόροξος
 （2CE）（“用于绘画和染色的白色黏土”）。弗里斯克主张这种交替使用表明这是一个借用词。尚特莱纳表示否认，他主张“这并不能证明这是一个借用词。在成对的词汇’Ερεχθεύς/’Ερεχσές
 中也可以看到此对应性”。尚特莱纳猜测雅典的一个创始的英雄Erekhtheús（厄瑞克透斯）一定有一个希腊的名字。我将在第二十二章继续探讨这个难题。




埃及语M到希腊语Φ
 。/m/和/b/交替使用在埃及语中相对普遍，和上文提到的闪米特语中一样。
(70)

 对此观点犹豫也不足为奇，特别是格林伯格坚持主张一个原始亚非语“浊塞音*/mb/”。他还注意到中期埃及语/b/和科普特语/m/之间的变化。
(71)

 在印欧语中也有类似的交替现象。在梵语中发现许多这类词根的例子，字首m-被转写为希腊语的b-，特别是在流音/r/或/l/之前。比如，希腊语brotós（“不能永生的”）和梵语的mṛtá-h或者blíttō（“从蜂窝里取蜜”）以及méli（“蜂蜜”）。
(72)

 因此，毋庸惊奇于存在着这样一些例子，埃及语/m/位于字首或字中时在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都会被翻译为/b/。
(73)

 我认为希腊语字母beta B并不是源于闪米特语bet/b/，而是源于更古老的memB。
(74)



这里的问题仍然是，是否我们可以从这种对应推断出埃及语/m/和希腊语/ph/有类似的关系。这要考虑/b/和/ph/之间的关系。在埃及语内部以及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之间都存在/b/和/p/之间交替使用的情况。
(75)

 比如，埃及语词汇字首b-等于希腊语的ϕph。同样，中间位置的-b-作为π/p/或者ϕ/ph/。
(76)

 在这一点应该注意到ϕ不可能总是代表/ph/。字母ϕ标准的解释是它希望能够提供一个符号，表达/ph/这个音，类似于西闪米特语重读作用的齿音tet读作/th/，θtheta。
(77)

 然而我的解释截然不同。我认为所谓希腊字母表中的ϕ、χ、Ψ和Ω等“新字母”——在腓尼基字母表中不存在的字母——事实上是非常古老的，是来自迦南语中在语音简化之后被认为没有必要而弃用的字母。具体说来，我坚持认为ϕ源于古老字母ϕ，在埃塞俄比亚字母表中可以证实，表示重读的/q/。不论它是被声门音化还是咽音化，任何重读都将这一软腭音与后元音结合起来。因此，如同在伊特鲁里亚语和拉丁语中派生的Q一样，它在软唇腭音消亡之前在希腊语中被转写为/kw
 /。
(78)

 因为软唇腭音常常变成为唇音，我认为ϕ成为一个多余的唇音，最终用来表示希腊语送气音/ph/。
(79)

 我们无法得知这个过程经历多久，有可能在/ph/和ϕ之间被固定等同之前，已经有一些来自埃及语的字符被借用到了希腊语字母中。

不考虑字母而只考虑语音本身，/ph/和/b/之间的混同是下面这一事实造成的，/ph/源于音位变体/bh/，后者是由印欧语言系列II b/bh演变而来。
(80)

 因此与/ph/连用的希腊词的同源词在亚美尼亚语和马其顿语中通常发/b/音。
(81)

 我们难以得知希腊语中送气浊塞音/bh/和/gh/是在什么时候分离的，但是发生变化的/th/说明它们有可能是在迈锡尼时期之前发生分离的。
(82)

 如果埃及语的/m/和希腊语的/b/之间的交换有可能在晚近的时候发生，那么在bh＞ph转换之前，/m/和/bh/之间的交换也会非常容易，犹如印欧语里流音/r/和/l/发生交替前m/b的交替更容易发生。迈锡尼时代之后，涉及m＞ph转换的语言借用似乎非常有可能发生。
(83)



还有一些例子：

晚期埃及语mзṯ（“宣告、宣布”）和科普特语meeue（S）、meue（B）（“想、想象”）
(84)

 ；ϕράζω
 （H）（“表明、表达自己”）；ϕράζομαι
 （“想、想象”）。尚特莱纳和他的学生奥利维尔·马森（Olivier Masson）以及弗里斯克都试探性地认为这些词源于词根*ϕρᾰδ
 ，从这个词根发展为ϕρήν
 ，传统上认为其含义是“不确定的人体器官、灵魂”，这个词根本身没有印欧语词源。
(85)

 他们首先猜测*ϕρᾰδ
 （“应该”）中的ᾰ是一个短音，于是将这些词根联系起来。然后他们提出这个发音源于一个发音的/ṇ/，这让我们想起一个phrēn中的零音级音丛*ϕρα-
 ，它有一个与格复数形式ϕρᾰσι
 。经过这些迂回后，马森将这个词源描述为“只具有可能性，但是在语义上令人满意”。
(86)



埃及语词源上也存在一个微小的语音问题，我未曾发现过词尾-ṯ在希腊语中被转写为-d的例证。另一方面，包括-ṯ和ḏ在内的所有齿音都倾向于在较晚近的埃及语中融合一起。希腊词汇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方言将对应的辅音转写为/z/、/sd/、/dd/。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减弱了埃及语词源的可能性，而仅仅使它成为“可以接受”——在语义上得3分和语音上得1分。

Mr（“生病、患病的”）可见于整个亚非语系，其词根是*mar。
(87)

 希腊语中有两个有趣的成对词可以说明m和ph之间互换的可能性，即ἀϕαυρός
 （H）（“幻影、亡灵、衰弱的”）和具有同样意思的ἀμαυρός
 （5）。字首alpha可以被解释为源于一个没有书写的字首增添元音ἰ-。
(88)

 因为缺少科普特语词形，我们无法得知该元音的标记。

mr（“捆绑、编织？”）、mrw/mrt（“织布工”）和mrw（“布条”）。这个词在亚非语言的其他分支也有稳定的词根，也是*mar。
(89)

 希腊语ϕάραι
 （5CE）指的是“编织”，尚特莱纳和他的学生让·塔亚尔达（Jean Taillardat）都没有为这个词提供词源。还有[image: ]
 ，它在迈锡尼语中写为pawea2
 ，指的是“大块编织的布、无袖的外衣”，词源也没有给出。弗里斯克认为它与立陶宛语中[image: ]
 （“航行”）或bàrva（“完全相同的颜色”）之间的联系比较薄弱，因此不能被接受。

Mrw，词义涵盖了从“织布工”到“农奴、下等阶层”的语义场，*mar也表示“农奴”，可见于乍得语。
(90)

 尚特莱纳（或塔亚尔达）认为[image: ]
 （5）的基本词义是“简单、普通、贫穷”，进一步引申为“糟糕、懒惰等”。还有一些有趣的对等词：ἀϕελής
 （5）（“简单、天真”）和[image: ]
 （6）（“平凡的、无关紧要的、糟糕的”）。当词典编纂学者们合理地认为这些词有关联时，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塔亚尔达却对提出的词源不甚满意。如果能够接受m＞ph之间的对应性，这些词汇本身的复杂性可以表示它们是借用词，mrw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词源。

Mr（“邪恶的”）可以证明是拉丁语词malus、-a、um（“糟糕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词源。虽然找到了奥斯坎语同源词，但埃尔努和梅耶认为malus的词源“不能确定”。

mry/mrw.这些词指的是未被具体分类的木材，希腊词ϕελλός
 （6）［“常青藤、栓皮槠（cork oak）”］。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塔亚尔达认可这个词的词源来自印欧语词根*bhel（“充气”）。重叠音/ll/为印欧语和埃及语词源带来一个问题。类似重叠音的问题也影响到另一个来自mrw的希腊语借用词ϕιλύρα
 （5）（“椴树或其他轻质木材”）。对于这个词，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塔亚尔达都没有做出解释。

mrw（“沙漠”）、希腊语ϕελλεύς
 （4）。弗里斯克将这个词定义为“不均匀的、有石的、土壤”，尚特莱纳—塔亚尔达将其定义为garrigue或灌木林。尚特莱纳将这个词与phellós联系起来，因为灌木丛将其覆盖。所有这些学者都对先前的印欧语词源持质疑的态度。

mri（“爱、想要、希望、渴望”）。维奇赫尔接受切尔尼的提议，认为其具有可能性，即这个词源于闪米特语词根√r>
 m（“爱”）的一个换位词，因为rm＞mr这样的换位非常普遍。切尔尼属于不认同/з/具有流音音值的那一代学者，但是埃及语ἰзm=ἰmз（“友善的、温和的、令人愉快的、友好的、可爱的”）之间的交替，使他的假设变得非常合理。另一种可能性是将mrἰ与上文提到的亚非语词根*mar（“捆绑”）联系起来。在与动词mise（“生育”）进行类比的基础上，维奇赫尔为mrἰ重构的一个动词性名词首先是*miryat，然后是*miryit。这为希腊词汇ϕίλος
 （“爱”）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其被动分词形式ϕίλω
 可见于B类线形文字，为pirameno（“朋友、爱”）。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没有找到philō任何可能的印欧语词源。

有趣的是，像phίlō一样，其他表示“爱”的希腊语词汇ἔραμαι
 （H）和ἀγαπάω
 （H）都没有印欧语词源，而且都可能具有亚非语词根。Εραμαι
 很可能源于上文提到的埃及语ἰзm
 ，带有词根-m的埃及语词汇可以在希腊语中从词形上进行说明。Agapáō早在很久以前便从闪米特语演变而来。
(91)

 它的显著词源被认为是表示“爱”的标准希伯来词汇>
 åhēb以及名词>
 ahăbå。后者在七十士本中都被译为ἀγάπη
 。然而1985年，G．L.科恩（G．L．Cohen）和J.瓦尔菲尔德（J．Wallfeld）提出，这个词源于罕见的希伯来语词形‛ågab（“感官上的爱”）。
(92)

 从语音上判断，它更符合agapáō，但是索尔·莱文偏向于认可>
 åhēb，因为‛ågab的稀少性和不规则性。
(93)



印欧语专家莱默·安提拉（Raimo Anttila）近来试图无视这些闪米特语起源，虽然他承认：“这种相似性是非常有趣的，但是这些词形上的问题并不能颠覆深根于社会结构中的印欧语词源。”
(94)

 安提拉的选择复活了一个被尚特莱纳明确否定的观点，安提拉认为字首aga-的含义是“躯干、（被驱赶的）牲口群/人群”，不知为何转变成为家庭或者社会单位。Aγω
 表示“驱赶牲畜”，ἀγός
 表示“酋/族长”，ἀγών
 表示“被驱赶到的地方、集会”。这些词义是在伪社会的（pseudo-social）基础上而不是在语言学的基础上拓展出来的，并且从这些词义里又进一步衍生出了家庭和社会单位的词义，这种推演显然过于牵强附会了，更不用说从中衍生出“关心”的说法了。此外，他的构想通常模糊而又复杂，涉及从威尔士语到古丹麦语和梵语，并不能削弱‛ågab和ἀγαπάω
 之间语音上的可靠对应性。
(95)

 此外，安提拉也试图从语义上区分渴望和爱，考虑到在其他很多例子里可以看出希腊语ἔρως
 确实准确地表达这个含义，所以他的这个做法也同样缺乏说服力。
(96)




 结语

在本章中，我论证了，我们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越对提出的借用词的语音限制，将这些借用词置于对那些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汇和专业名词的希腊语翻译建立起的对等关系以及那些被谨慎而又保守的学者们接受的语言借用（参见附录A和B）中进行探讨。两个埃及语音素/з/和/š/的翻译可以宽松地与某些特定的时间阶段联系起来。在公元前1400年之前，/з/是流音/r/或/l/；在此之后，它成为元音修饰语（vocalic modifer）。直到公元前3千纪中期，/š/发作/kh/或/k/的音；此后，它成为/khth/、/skh/、/sk/、/ks/，最终成为/s/。在后来的时间阶段，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š/也出现了这种对应性。埃及语/m/被偶尔翻译为希腊语/ph/，这就使得对这一语言借用的时间划分更难确定。在仅有的其他问题上，我使自己接受语音的限制，即：流音/r/或/l/位于一个词根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音位时有可能发生换位。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在埃及语、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这三种语言中都是很普遍的。我没有接受其他的换位，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发生，而是因为我接受那些成为可能的原则、规律约束的现象，它们对词源分析的任何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1)
  Vycichl（1959，70）.


(2)
  Herodotos 2:55-6.关于这一词源分析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第一卷，第1、65、78、82、99页以及English（1959），据我所知，英格利什（English）最早提出了该词源分析。


(3)
  为kósmos提出的印欧语同源词是拉丁语censeō（“发表一个庄严的声明”）和梵语çáṃsati（“他背诵”）。从词义上看，两者都相差甚远。参见第十四章，注释53
 —56
 。


(4)
  请注意清音和送气音的交替kh/p、k/ph。


(5)
  如果假定讲埃及语的族群统治过讲原始希腊语的臣民，那么这种语义对等的可能性会得到提升。


(6)
  弗里斯克指出，希腊语κóλαϕος
 被借用到拉丁语中变成了colpus，然后变成了意大利语中的colpo和法语中的coup。


(7)
  参见Bernal（2001，134-5）。


(8)
  参见Lagarde（1866 1：228）。Burkert（1992，39），伯克特写道ḫarba。这个词根事实上是√ḥrb，而非√ḫrb；并且，阿拉姆语的音素中没有/ḫ/。更为轻柔的发音/ḥ/事实上进一步证实，作为词源，/ḫ/传入希腊语中更有可能被转写为/kh/或/k/。


(9)
  Lewy（1895，177）.关于莱维更多的讨论，参见第七章，注释20
 。


(10)
  这一点的讨论，请参见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83）以及Bernal（2001，134-5）。


(11)
  参见第十六章，注释61
 —63
 。


(12)
  关于埃卜拉语应该被视为“东”闪米特语还是“西”闪米特语的无休无止的并且毫无疑义的讨论，盖尔布进行了概述，参见Gelb（1981，46-52）。


*
 母音字母（matres lectionis），其单数形式是“mater lectionis”，其字面意思为“阅读之母”（mothers of reading），它是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闪米特语中表示元音的辅音。它至今尚无标准的中文译法。——译者注


(13)
  参见Goerwitz（1996，489-97）和Daniels（1997，22，30）。


(14)
  参见第五章，注释196
 —198
 。


(15)
  另见Bochart（1646，1：517）以及Muss-Arnolt（1892，58-60）。英语词汇“typhoon”（台风）有两个词源：该希腊语名字经由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传入英语，另一个是广东话daifung（“大风，强风”）。我在此感谢加里·兰斯伯格，他说服我收录该词源。


(16)
  关于这些转变的年代，参见Harris（1939，40-1）。另见本书第五章，注释82
 、161
 ，以及Albright（1950，165-6）。


(17)
  Greenberg（1962）.


(18)
  Gardiner（1957，28 §19）.


(19)
  Gardiner，第428页。关于对该问题的质疑，参见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99）；关于我的回应，参见（2001，144）。


(20)
  Loprieno（1995，61-2）.虽然我很乐意照原样接受了这段引文。我猜想，在最后一句话中，作者指的是“更少的”多样化而非“更多的”多样化。


(21)
  本书第五章，注释63
 —70
 。


(22)
  关于埃赫雷特的质疑，参见本书第五章，注释150
 —152
 。


(23)
  用/ḏ/代表闪米特语的重读音/ṣ/和/ṭ/的做法已讨论过，参见本书第五章，注释82
 。


(24)
  Loprieno（1995，38）.


(25)
  关于这些混同，参见本章注释47
 —69
 。


(26)
  例如，参见Vergote（1971，44）。关于早期认为最初/з/是一个流音的参考文献，参见Vercoutter（1956，20，n．4）。韦库特（Vercoutter）本人认为，它可以被尽可能地接受。不过，其他学者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参见Otto Rössler（1964，213）或Carleton Hodge（1971，13-4;1977;1992）。这两个相同的研究成果被独立地发表了出来，参见Hodge（1997）。


(27)
  关于这一争论的情况，参见Takács（1999，333-44）。


(28)
  Orel and Stolbova（1995，xx）.


(29)
  Loprieno（1995，31，38）and Takács（1999，50-8）.


(30)
  Loprieno（1995，31，38）和Kammerzell（1994a，31）。如今，/з/作为流音的音值被消息灵通的古典学专家们接受，参见West（1997，xxiii）。


(31)
  本书第十章，注释86
 —93
 。


(32)
  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95）.


(33)
  相关的文献和考古证据，参见第二卷，第409—494页。关于语言学证据，参见本章注释15
 ，以及第五章注释83
 、161
 —165
 。


(34)
  Jan Assmann（1993，400），阿斯曼论证，我提出的mз‛可能在/з/的辅音值消失之前和之后传入希腊语中的不同词汇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我的这个主张。如此一位优秀的学者竟然有如此的逻辑不严的推理，真是令人惊讶。


(35)
  Hesiod，Theogony
 l：180.


(36)
  关于这些工具在收割庄稼中的重要性，参见本书第二章，注释45
 —48
 。


(37)
  词尾-n也见于闪米特语中。在阿卡德语中，karânu指的是“酒”。


(38)
  弗里斯克提出了表示“铁匠、锤头”的立陶宛语词汇。


(39)
  我接受/w/的传统转写方式，但我对格林伯格对科普特语中长元音的重新解释不置可否。见上文注16。


(40)
  弗里斯克将它与κώμη
 （“村庄”）联系在一起，该词可能有一个印欧语词根；虽然他承认，该词义的发展结果“应该被相信是不同的”。在这个问题上，尚特莱纳认为这一关联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并且，他否认κώμη
 是κωμω̣δóς
 的一个词源。


(41)
  Brugmann（1913，317）.


(42)
  参见Gardiner（1957，491）。


(43)
  Cyrus Gordon（私人通信，1998）接受了这一词源。埃及语/š/的转写的不确定性将在下文讨论，参见本章注释47
 —48
 。


(44)
  Erman（1933，§153）and Lesko（1989，4：71）.


(45)
  关于该词被视为Thēseús（忒修斯）的词源，参见第五章，注释123
 。


(46)
  参见Takács（1999，333-93）。


(47)
  关于希腊语中与闪米特语/š/对应的类似发音，参见Hopkins（1976，268）。根据勒斯勒尔的观点，符号[image: ]
 根据惯例被转译为/ḫ/，它最初是浊音/ģ/。卡梅兹尔，私人通信，剑桥，1995年9月。


(48)
  Kammerzell（1994a，31）.


(49)
  阿斯特给出的相关例子，参见Astour（1967a，136）。


(50)
  关于对科普特语元音的传统解释存在的难题是长期的，参见上文注释18
 。


(51)
  更有可能的是，χήρα
 源于埃及语ẖ/ḫзrt（“寡妇”）。尚特莱纳更倾向于将它与表示剥夺的印欧语词根ca-或ch-联系在一起。


(52)
  尚特莱纳认为该词的这一词源“不确定”。弗里斯克提出了一个词根*gher（“包含”）。更有可能的是，χορóς
 来自埃及语ḫrw（“声音、噪声”），这个埃及语词汇也指乐器发出的声音或噪声。


(53)
  Iliad
 2：461.


(54)
  参见本书第十五章，注释88
 —89
 。


(55)
  Orel and Stolbova（1995，398§1841）.


(56)
  为了避免有人对晚期埃及语中的/š/的音值是/ḫ/的观点提出质疑，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该词最初是在这个阶段的语言中得到证实，并不意味着它在此前的语言中没有被使用。


(57)
  West（1994，290-1）.


(58)
  Orel and Stolbova（1995，398§1841）.


(59)
  Van Windekins（1952，142）.


(60)
  Kháos当然是我们英语中“chaos”（混乱）和“gas”（气体）的词源。17世纪的佛兰德化学家扬·巴普蒂斯塔·范·海尔蒙特（Johann Baptista van Helmont）基于混乱这个基础将后者作为术语提出来（在丹麦语的发音为ghas）。


(61)
  例如，参见Hornung（1982，77）。


(62)
  Theogony，116.


(63)
  Takács（1999，384）.


(64)
  参见第五章，注释109
 。


(65)
  参见Bernal（2001，262）。


(66)
  关于卡兰德法则的讨论，参见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96）以及Bernal（2001，141-2）。两个类似的成对词αἰσχρóς
 和[image: ]
 （“畸形的、可憎的”）可能从两个不同但又可能相关联的词汇wš和wšr借用而来，它们都具有这一语义场。


(67)
  参见第十五章，注释157
 。


(68)
  Plutarch，De Iside
 ，355A.


(69)
  Thompson（1947，284）.


(70)
  参见Westendorf（1962，23-4）。


(71)
  Greenberg（［1958］1990，410;1965）.


(72)
  参见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52-3）。


(73)
  For the Semitic，参见Takács（1999，286，291）。


(74)
  参见Bernal（1990，91-3）。当然，这些名称是相吻合的，我将它视为字母名称在字母本身传入后数个世纪之后才传入的例子。参见Bernal（1990，125-6）。


(75)
  参见Westendorf（1962，23）以及Takács（1999，284，287）。


(76)
  例如，参见字首bnw＞ϕοινιξ
 和wзh-ἰb R‛>Ουαϕρης
 的转换，它们都在埃尔曼和格拉波（Grapow）的著作中得到证实，参见Erman and Grapow［（1953）1982，6：246-7］。


(77)
  例如，参见Lejeune（［1972］1987，59）。


(78)
  关于这种类型的例子，参见上文提到的Gw
 əbel＞Byblos的转变，参见第五章，注释159
 —161
 。q的后一种形式进一步在拉丁语中被转写为Q。


(79)
  Bernal（1990，115-6）.


(80)
  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54-5）.


(81)
  /b/和/p/之间的类似交替，可见于古日耳曼语和中部高地日耳曼语。


(82)
  Chadwick（1975，808）.查德威克称，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齿音身上，因为声调不是用来标示唇塞音和软腭塞音的。不过，根据类似的原因，后一种转换似乎发生在同一时间。


(83)
  不管青铜时代的phi是否像它在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那样发作一个送气清音/p-h/，或者像它在后来的时候那样发作摩擦音/f/，都与这个结论无关。


(84)
  维奇赫尔发现很难解释晚期的世俗体和科普特语中的-w-。


(85)
  关于ϕρήν
 的一个埃及语词源，参见第九章中的讨论，注释39
 —42
 。


(86)
  Masson in Chantraine（1225）.


(87)
  Orel and Stolbova（1995，376，1736）.


(88)
  参见第五章，注释104
 —105
 。


(89)
  Orel and Stolbova（1995，376 §1730）and Takács（1999，121）.


(90)
  Orel and Stolbova（1995，375 §1727）.


(91)
  有关书目参见Cohen and Wallfeld（1985）。


(92)
  Cohen and Wallfeld（1985）.


(93)
  Levin（1995，222-7）.


(94)
  Anttila（2000，91）.


(95)
  闪米特语中的词尾-b和希腊语中的p之间的差异，可能产生了一个小障碍，但是这一互换在阿斯特给出的音译对照表中得到证实，参见Astour（1967b，293）；在这个对照表中，希伯来语/b/被转写为希腊语中的β、ββ、π或ϕ。并且，达呼德明确指出：“在乌加里特语和腓尼基语中，存在着非常多的例子证明唇辅音-b和唇哑音p之间的非音位互换；这就使得《圣经》研究者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两个发音之间的严格区别在希伯来语中并不总是存在。”参见Dahood（1968，126）。

　　安蒂拉（Anttila）不认为ἀγα-
 是一个强调虚词；尚特莱纳认为该词源“不确定”。一个可能的埃及语词源是iqr（“极好的，辉煌的”），它能够解释安蒂拉列举的来自ἄγω-
 的衍生词。


(96)
  Anttila（2000，82-90）.



第九章　希腊语对包括定冠词在内的埃及语前缀的借用


 导语

本章对某些埃及语中与名词或动词结合在一起的虚词和简化名词进行探讨，它们一直在调整，直到能够作为简单词被吸纳到希腊语中。英语明显存在着类似借用词形。到目前为止，衍生自阿拉伯文以定冠词>
 al开头的最常见词汇有：alchemy（炼金术）、alcohol（酒精）、alcove（壁龛）、alfalfa（紫花苜蓿）、algebra（代数学）、algorithm（运算法则）、alkali（碱）和almanac（历书）。在其他词汇中，例如“assegai”（山茱萸树）和“aubergine”（茄子），也能发现带有>
 al的类似同化现象。

本章的前半部分诸节探讨埃及语定冠词。pз、tз和nзn（y）的演进历程已在上文的第六章描绘过。
(1)

 它们源于底比斯的埃及南部方言，这一方言在公元前16世纪第十八王朝建立前后成为民族口语。中期的北部埃及语仍是书面标准语。由于三种相关的词形变化演进，晚期埃及语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第一种词形变化如下：

[image: ]


这些词比冠词更强或更具有指示性（stronger or more deictic），但是它们又不同于pn、tn、nn n（y），不是位于该变形词（the modifed word）之后，而是位于其前。此外，pзw可能是pзy的另一种词形。

第二种词形变化是所有格冠词的词形变化，所有格冠词也被置于它改变的词汇之前：




	晚期埃及语
	科普特语



	pзy.f
	pō



	tзy.f
	tō



	nзy.f
	nō





第三种词形变化涉及的词汇，词义为“……的他、她、他（她）们”
(2)

 ：




	晚期埃及语
	科普特语



	p（з）-n pз
	pa



	t（з）-nt tз
	ta



	n（з）y nз
	na





考虑到所有这些前置冠词，就不必惊奇埃及语被转写为希腊语后会出现许多词汇。由于在晚期埃及语中阳性词汇超过了阴性词汇，所以，来自pз的转写词或被确认的借用词以及它们的异体词的例证要比来自tз和nзn（y）的多。
(3)

 这些借用拼写是p、pa、pe、pi、po以及phe和ph。最后两个词经常但不是始终与喉音相邻。如果学者们接受其他和埃及语p对应的拼写的话，可以将/b/和/ph/增添进来。
(4)



以前缀为标题，词汇们将按照埃及学“字母表”：з、ἰ、‛、w、b、p、f、m、n、r、h、ḥ、ḫ、ẖ、s、š、q、k、g、t、ṯ、d、ḏ的排序进行编排。这种排序也适用于此后的章节。


 希腊语对埃及语定冠词前缀的借用

希腊语对以阳性单数定冠词开头的埃及语的借用

*pзἰwn（“支柱”）在B类线形文字为ΠαιήωνPayawo
 。Paiēōn是一位医药之神，后来与阿波罗合并。
(5)

 该词是荷鲁斯（Horus）的一个称号，荷鲁斯是阿波罗的埃及的对应人物。荷鲁斯的一个描述词是ἰwn mwt f，即“他的母亲的支柱”。它可以被翻译为“他母亲的支持”。赋予敏神（Min）
*

 的另一个称号Kзmwt f，即“他的母亲的公牛”，暗示它可能指的是某种更加不一样的东西。

*pзἰwntyw（“部落成员、弓箭手”），Παίονες
 （H）（“生活在希腊北部的民族”），即生活在色雷斯和后来的马其顿的民族。词形ἰwntyw为Ἴωυες
 （即“爱奥尼亚人”）提供了一个似乎真实的词源。
(6)



*pзἰm（“呻吟”）Πᾱ́ν
 。参见第二卷中对该词的讨论。
(7)



*pзἰn（“鱼”）πάν
 （2CE）（“尼罗河的鱼”）。汤普森在《希腊鱼类术语表》中对这个埃及语词源记载得非常清楚。
(8)



*pзἰty（“最高统治者”）βάττος
 （5CE）（“利比亚统治者”）。尚特莱纳宣称，该词源于一个“地中海语言的词根”。

*pзἰd（“小孩”）[image: ]
 、παιδός
 （H）。尤利乌斯·波科尔尼认为pai来自印欧语词根*pōu-、pəu-、[image: ]
 （“小的、很少的”）。
(9)

 英语单词“few”（“很少的”）本身便源于此。波科尔尼、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他们本身基于在一个陶瓶上找到的名字Παυς和一块带有名字ΦιλοπαFος
 的塞浦路斯碑铭——假设了一个词干*paF，并将它用一个零音级（zero grade）与梵语putra和奥斯坎语puklum（“儿子”）联系在一起。然而，语言学家G.纽曼（G．Neumann）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认为古希腊字母F在这些情况中属于该词根。
(10)

 如果遵循纽曼的观点，那么该词源学分析将全部失败。存在着一个进一步的困难，词典编纂者们未能解释*paFid中的-i-，甚至在解释末尾的-d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不过，paîs尾部变化中的重读不规则性，表明它最初必定是双音节词汇。然而，如第五章所论证，希腊字母F不能为此提供唯一的原因，并且那些包含有‛ayin甚或>
 aleph的借用词也产生同样的作用。因此，paîs、paidós将与*pзἰd非常吻合。

埃及语词汇ἰd明显来自词汇*ild。词语“少年”不可能被追溯到中世纪英语之前。唯一的可能是，它是一个传入印欧语中的诺斯特拉语的残余。另外一个联结是，带有一个清声软腭摩擦音ky［h］
 的双字母组合√ld存在于埃及语中，为ẖrd（“孩子”）；在条顿语尤其是哥特语中，为kilthei（“子宫”）；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为cild（“孩子”）；在德语和荷兰语中，为kind。
(11)

 无论如何，*wld（“分娩、孩子”）被明确证实存在于亚非语系中。在所有的闪米特语和低地东库希特语分支语言中都能找到它。
(12)

 字首辅音是不固定的。在早期阿卡德语、阿拉伯语和古兹语中为/w/，在阿摩利语、乌加里特语和迦南语中为/y/，在较晚的阿卡德语中为>
 aleph。最后一种情况也出现在埃及语中。学者们长期困惑于词语“芦苇”（[image: ]
 ）的性质。在亚非语系内部，它一般相当于>
 aleph>
 a或yod*y。
(13)

 不过，在许多情况里，它相当于*l或*r。其中的大多数情况里，位于字首的是/ἰ/。
(14)

 卡尔顿·霍奇中肯地论证，这表明/ἰ/绝不会像[image: ]
 （“秃鹫形>
 aleph”）那样相当于一个流音。但是，在这些情况里，ἰ-是一个字首增添音，介于其间的流音则被消除。经典的例子是埃及语ἰb来自一个原始的亚非语词根*lb（b）（“心脏”），其间经过*ilb的演变。ἰd来自*ild或*iзd也是这样的情况。
(15)



Id（“孩子、男孩”）明显是通过许多方式借用到希腊语中的。首先是ἴδιος（H）（“头脑简单的、经验不足的、普通人、个人”）。尚特莱纳显然不确定这一词源说明。他基于一个阿尔戈斯碑铭词汇*Fh édios进行构建，认为*Fh é-是这个古老的希腊语词汇的第三人称代词，hé被-d-增长。并且，尚特莱纳认为，它“不太可能”与梵语vi（“单独的”）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可能的借用词是ἀΐτᾱς（5）（“被爱的青年”）。这个词被普遍认为是多利亚语，但尚特莱纳认为它也存在于其他希腊语方言中。他描述，该词的词源“不确定”，但提出它源于ἀίω（“听”）。然后是ἠΐθεος（6）（“单身的青年人”）。尚特莱纳称“为这样一个古老的词汇寻找一个印欧语词源是恰当的做法”，并且，这表明他对该词的起源并不确定。他然后提到了一个印欧语词源，该词见于梵语，即υidhávā；并且他也提到了其他语言中的许多词汇，包括英语中的“widow”（寡妇）。这个观念是分离的普通概念，见于独身和寡居状态。

在B类线形文字中，符号DE依附于表示“女人”的符号，来表示女孩或男孩。
(16)

 该符号是后缀-id和-iad以及表示来自父亲的-ιάδες或-ίδες的早期词形。一般来讲，-id和-iad用在复数形式中，例如在Νηρηίδες
 （Nereíds）
*

 和Δρύαδες
 （Drýads）
**

 中，表示“……的孩子们”。尽管它们似乎的确可以追溯到埃及语词源那里，但是这些后缀“活在”希腊语中，并且可以被解释为来自其他语言。例如，有闪米特语和印欧语。
(17)

 就它们的埃及语词源而言，也存在着一些疑难。不过这些源于-d的词源分析似乎真的足以使由*pзἰd到paîs、paidós的词源分析更可信。

类型学论证则反对这种词源分析，作为一个基本词汇，“孩子”不太可能是从其他语言借用过来的。
(18)

 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疑难，pз作为定冠词，是晚期埃及语的明显特征，但是当ἰd被ẖrd取代时，ἰd这个词汇在这一时期的埃及语中得不到证实。
(19)

 即便如此，古语古词的反复出现仍然是埃及语的一个常见特征。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因为《亡灵书》在新王国时期和晚期时代被极为频繁地抄写而增加，因为ἰd在《亡灵书》中被使用。

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来，我们会发现，paîs以及paidós和*pзἰd之间在语音和语义上的对应性要比它们和任何印欧语中可能词源的对应性更符合事实。埃及语词源不仅在语义上更可信，并且它也能——而其他假设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解释词尾-d和其前的-i-。



*pз‛m‛m（“存放面包等食物的容器”）、πω̑μα（H）（“罐子或箱子的盖子”）。尚特莱纳认为该词与梵语pātra（“容器”）等以及哥特语fodr（“鞘、套”）有关联。总的来说，埃及语词源优先于其他词源。

*pз‛rq（“篮、筐”）、πόρκος
 （4）（“树枝或藤条编织的捕鱼网”）。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将该词和亚美尼亚语ors（“狩猎”）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和假定的印欧语*porkos（“狩猎、捕食”）联系在一起。Ors可能源于其他许多词根，并且闪米特语类似词远不及埃及语词源准确。

晚期埃及语*pз‛ḥзwt（y）、世俗体ḥwt（y）、科普特语hout（“战士、男性、男人”）、[image: ]
 、ϕωτός（H）（“男人、英雄、凡人”）。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从印欧语角度来解释该词。P．V.耶恩斯泰特在1953年提出了这个极具说服力的希腊语词源。
(20)



pзw‛b科普特语peiuop、uab（“纯洁的、干净的”）、[image: ]
 （D60）“祭司”、[image: ]
 （A6）、[image: ]
 、ϕωτός（H）（“纯净的水、光亮的、发亮光的、阿波罗的描述词”）。和净水的联系反映在《献给罗得岛的阿波罗的圣诗》中：在出生之后，“伟大的福波斯（Phoibos），诸神用清甜的水将您彻底地洗干净”。
(21)

 赫西俄德也在一段不能确定出处的残篇中写道：“他带来纯净的水［ϕοι̑βονὔδωρ
 ］，并且与海洋的水流混合在一起。”
(22)

 K．O.缪勒（K．O．Müller）认为phoibos是长有“没有一丝杂斑的纯正”的“金黄头发”。
(23)

 不考虑“金黄头发”的话，缪勒对纯正的看法明显是正确的。
(24)

 （阿波罗的名字来自埃及语词源Ḫprr，这个问题将在第十九章中探讨。）我们已经遇到并且还要遇到其他一些埃及语/w/、/w‛/或圆唇辅音在希腊语中转写为-oi-的例子。
(25)

 在目前，我只是简单地举出来几个例子：οἰη（4）（“村镇”）来自w‛rt（“行政区划，分区”），表示“牛脖子后部”的屠宰术语[image: ]
 （2CE）（2世纪）来自w‛bt（“祭品”）。尽管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给phoîbos提供一个词源说明，实际上，它的埃及语词源是确定的。

pзmr［“金字塔”（mr书写时带有[image: ]
 （o.24））］、πυραμίς（5）。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遵循传统观点，认为它源于[image: ]
 （“小麦糕饼、呈金字塔性状”），基于πυρός（“小麦”），通过类比于σησαμίς与sēsamís（“芝麻”），发展成pyramís。从本质上来看，更有可能是小麦糕饼是根据金字塔来命名的，反过来的可能则更小。当m/r的换位需要埃及语词源的观念被普遍接受时，该词形形成可能受到了πυρός的影响。不过，作为世俗体pзrmt的一个转写，科普特语P（i）rōme（高贵的人）作为πίρωμις，有可能在转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6)



*pзnwy科普特语panau（“水域、洪水”）。βύνη（3）（“海”）也是ʼΙνώ的一个名字，她是一个狂暴的女神，对她的崇拜和海、湖和池塘联系在一起。
(27)

 她的名字不能放在印欧语中进行解释，很有可能来自字首增添形式*ἰnwy（“水域、洪水”）。水文名称Πηνειός和Φενεός已在第二卷中探讨过。
(28)



*pзnr（t）（“秃鹫”）ϕήνη（H）（“被视为雅典娜神圣动物的大型猛禽”）。Nrt最初为阴性，但在世俗体中写作nr，在科普特语中写作nure。在科普特语中，它多数情况是阳性。和phēne的语音对应是正确的，-r在科普特语中被弱化，在希腊语中作为词尾被丢掉。重读长元音/ū/由晚期埃及语中的长元音/ā/演化而来。
(29)

 在希腊语爱奥尼亚方言中，该元音演变为/ē/。在语义上也获得完美匹配。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承认，他们不能为[image: ]
 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词源。他们试探性地建议，该词可能是“白色的鸟”，并且假定了一个印欧语词根*bhea-s，该词根见于梵语，为bhasati（“光亮”）。
(30)



*pзrw（“狮子”）Πηλεύς，Πηλείων，Πηληιάδης
 。在第六章中，我接受了威廉·F.奥尔布赖特提出的观点，即重读元音/ū/在变成-eu-之后又继续转变成/ē/。
(31)

 这一转变将解释希腊语λέων、λέοντος
 ［在B类线形文字中为rewo（pi）］由埃及语rw演变而来的词源问题。尚特莱纳否定了它们来自印欧语的观点，并且他和弗里斯克都拒绝认可任何闪米特语词源说明，尽管他们承认[image: ]
 （H）（“狮子”）由迦南语layis演变而来。因此，他们认为léōn是一个词源不明的借用语。值得注意的是，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到一个事实，他们的学界前辈西奥多·本菲（Theodore Benfey）和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承认léōn是由rw演变而来的。
(32)

 考虑到狮子是爱琴海周围世界的本地动物，不具有异域色彩，所以希腊语对表示“狮子”的亚非语词汇进行借用就显得更为非同寻常。

珀琉斯（Pēleús）是阿喀琉斯的父亲。然而，这个英雄本身便存在着显著的混淆，珀雷亚德斯［（Pēlēiádēs）“雄狮之子”］是他本人最常见的名字。
(33)

 并且，他也经常被称为珀雷昂（Pēlēíon）。
(34)

 其他的英雄也被称为狮子，但对阿喀琉斯的比喻则更详细和强大有力。他的著名，不仅是因为他的速度、暴躁的脾气、暴力——“毛茸茸的胸膛”——而且也因为他深居在他的帐篷或居所不出。狮子的形象在《伊利亚特》第20卷被描写得最为生动。
(35)

 词典编纂者声称，阿喀琉斯这个名字的“词源有待确定”。

词尾-λεύς也很有可能来自rw。词首Αχι-可能是西闪米特语字首>
 aḫi-（在希伯来语中为>
 åḥi），意为“我的兄弟（是）”。因此，“我的兄弟是一头雄狮”这个词源将不得不变成双语的了，即闪米特语—埃及语。但是，尽管Pēleús、Pēleíōn、Pēlēiádēs都和小狮子联系在一起，这个词源未必不可能存在。

此外，>
 aḫ（“兄弟”）具有较为广泛的词义，其中包括“政治盟友”。因此，复数形式>
 āḫēi（“兄弟们”）为该名字提供了一个似乎真实的词源，它在赫梯文献中被使用，指称他们的西边的一些民族，即“阿赫亚瓦人”。由该词演变产生了一个带有希腊语复数形式标记-oi的名称：ʼΑχαιοί（Akhaeans，阿卡亚人），即“同盟者”。
(36)



*pзrm（“鱼”）πηλαμύς（4）和πρημνάς（4）
 （“金枪鱼幼崽”）。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为这些词找到一个词源，并且尚特莱纳认为pēlamýs是一个借用语。还有一个词汇πειρήν（1），表示“一条鱼”。弗里斯克没有收录这个词，尚特莱纳没有为该词提供词源。由于后来的地理分布，汤普森“怀疑”pēlamýs是一个亚洲语。
(37)



*pзrmn（“肩膀”）希腊语πρυμνός（H）（“肩膀或底座”）。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提供一个印欧语词源。这两位词典编纂学者在解释该词的语义场时甚至存在着困难。尚特莱纳写道：“所说的连接躯干的末端，即躯体的末端部分”。他的描述很难与“底座”的观点调和。这种情况因为其他几个明显相关的词汇而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有πρέμνον
 （prémnon，“树根或柱基”）。更令词典编纂学者迷惑不解的是πρύμνη
 （“船的尾楼”）。像其他词汇一样，它没有印欧语词源。将肩膀理解为底座或支撑并不困难，甚至“船的尾楼”也可以容易地用一个埃及语词源来解释。Rmn（“肩膀”）有引申义“搬用工”和“支撑、支柱”。它也用来表示肩膀扛着游行的神龛。我们知道，这些可以搬运的神龛经常被放置于船的尾楼里。事实上，在公元前17世纪锡拉的壁画上，我们可以发现埃及风格的船舶上存在着这种神龛，描绘得特别精致。
(38)



*pзrn（“名字”）科普特语ran或ren，希腊语ϕρήν（H）（“精神、身体上半部的器官”）。
(39)

 正如第八章对phrázō进行探讨时提到的那样，[image: ]
 缺乏一个印欧语词源。在探讨*pзrn同等于[image: ]
 背后的语义问题之前，将语音问题梳理清楚似乎是有用的。正如在本章前一部分内容看到的那样，pз可以转写为phi。至于phr-没有记载证明pз可以转写为*pr，尽管pз成为定冠词之后/з/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具有辅音值。正如prymnós带有的/r/一样，[image: ]
 中带有的/r/来自词汇rn或*ran的字首字母r-。Phrénes单数形式中的/ē/和复数形式中的/e/，很容易被证实。
(40)

 语义上的一致性存在的问题也比最初看上去的小许多。名字是埃及文化中的本质要素。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讲，这里存在着能指与所指的合并。一个人的rn参与他的存在，并且和他的身体类似，是他存在的一个表现。它间或被等同kз（这个问题将在第十章探讨）。这个尤其重要，因为rn能够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并且确保不朽。
(41)



关于phrēn，古典学者们引用的权威文献是R．B.奥尼安斯（R．B．Onians）的《欧洲思想的起源：论肉体、理智、灵魂、世界、时间和命运》（The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About the Body，the Mind，the Soul，the World，Time and Fate
 ）。奥尼安斯反对柏拉图的观点，认为将[image: ]
 理解为隔膜的希波克拉底和其他作家的观点是正确的，论证[image: ]
 s（在荷马史诗中，该词更多的时候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应该被理解为肺。他同意传统学者的观点，该词指的是“心智”或具有智力和知觉的身体部位，但是在他看来，生理含义是它的词义基础。
(42)

 在第十一章中，我将论证具有智力的器官是肾脏，phrēnēs应该等同于拉丁语中的rēnēs（“肾脏”），该词没有印欧语词源。它来自不带冠词的rn。
(43)

 不管怎样，我认为奥尼安斯的观点完全错误，但是我不得不转向下一个词源说明，以解决我的问题。

*pззbἰ（“希望、渴望的事情”）。作为一个动词，зbἰ指的是“渴望、向往”或“热爱”。*Rby（“热爱、想要、希望”）有很明确的亚非语词源。
(44)

 πραπίς
 （H）（“精神、具有智力的器官、渴望、精巧的装置”）唯一的印欧语词源是切梅林伊提出来的。他提出了一个假设的词形*perkus（“肋骨”），即“连接肋骨之物，因此是隔膜，甚或智力”
(45)

 。除了这些牵强的语义，波科尔尼重构了一个印欧语词根*perk̂（“肋骨”），它过去可能不是一个唇软腭音。在这个问题上，尚特莱纳更为明智，他认为它“没有词源”。正如对phrénes的看法那样，奥尼安斯反对认为πραπίδες
 指的是隔膜的传统观点，认为它们指的是肺部。
(46)



在我看来，这些似乎真实的埃及语词源表明，尽管肺部和呼吸在各个文化中都是生命的象征，无疑极为重要，并且它们在希腊语中以复数形式频繁出现，但是不确定它们指的就是肺部，它们指的是一个寻找肉体居所的精神而非一个产生精神的肉体器官。奥尼安斯为什么要将这些事物的顺序倒置？我相信，尽管奥尼安斯多次提到来自包括埃及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的类比，但他认为，正如他的书的标题表明的那样，希腊和欧洲思想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从一些简单的身体概念中，以一种“人类学”的方式产生。他明确地比较了荷马震撼人心的描写和“列维·布留尔（Levy Bruhl）对‘原始’思想的分析”。
(47)

 不过，我认为，希腊文化是对先进的埃及、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的要素的重铸。



*pзrqw（“对手，敌人”），它在希腊语中通过两种形式被转写。

1．Φλέγυαι
 （H）或Φλέγυες
 （6），一个早期民族，被称为Φλέγρα，他们生活在色雷斯和卡尔息狄斯半岛（Chalcidian peninsula）。传统的观点认为该词来自一个广泛使用的印欧语词根“闪亮的、火热的”，它也见于希腊语，为ϕλέγω（“光亮、激怒”）。他们之所以被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非常狂暴。这个解释的确可能符合事实，但是还有一个更准确的解释。约瑟夫·丰滕罗斯（Joseph Fontenrose）证明，弗勒古埃人（Phleguai）频繁地被描述为阿波罗和德尔斐的敌人。
(48)

 因此，*pзrqw提供了一个似乎更合理的词源说明。弗勒古埃人和拉庇泰人（Lapithai）
*

 密切交往，这个名称的埃及语词源将在下文与处在色雷斯和爱琴海世界北部其他地区的埃及语地名一起探讨。
(49)



2．Πηλαγόν
 （H）和Πηλαγόνες
 ，一个凶猛的英雄和一个来自马其顿的民族，阿喀琉斯和希腊人的敌人。卡利马科斯赞颂宙斯是[image: ]
 ，即“打垮佩拉贡尼亚人的胜者”。
(50)



*pз hnw（“hnw，罐子、计量单位1/2升”）、βανωτός
 （3）（“花瓶、计量容器”）。尚特莱纳认为，-tós是表示容器的后缀。他还认为，banōtós可能是一个借用词。弗里斯克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埃及语词汇。

*pз ḥm n St（“伊希斯的祭司”）、[image: ]
 （1）（“伊希斯的祭司”）。尚特莱纳承认该词是一个埃及语词汇。

*pз ẖar（“麻袋、皮袋子”）、πήρα（“皮包”）。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为péra提供一个词源。

*pз sзb（“有斑点的、多彩的鸟羽”）、ψάρ（H）（“椋鸟、有斑点的”）。洛普列诺指出，在公元前1千纪，埃及语/b/可能“作为摩擦音/ḇ/发音”
(51)

 。因此，它位于词尾时发音不稳定。θρίον（“无花果叶子”）的词源是dзbw（“无花果、叶子”），ἐλεγαίειν
 （“哀悼、哀号”）的词源是ἰзkb（“哀悼、哀号”）。Psar这一词源表明，在该希腊语词汇中s＞h的转变发生于辅音性质的/з/消失之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例子里。
(52)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为psar提出一个词源。
(53)



*pз sbt（“强、堡垒”）、科普特语Psabet、ψωϕίς、ψαϕίς
 。这些是阿卡狄亚和扎金索斯（Zakynthos）等地城市名称，见第二十章。
(54)



*pз smз［“附着（物）”］、[image: ]
 （H）（“使船牢固地固定在岸边的船尾绳索”）、πεισμάτιον
 （2）（“脐带”）。尚特莱纳声称，该词“的确”来自假设词汇*penqsma，它来自印欧语词根*bhend，可见于梵语，为bhadhnami；见于日耳曼语，为bind。两个词源的语义都同样匹配，埃及语词源和该词的语音关系则明显更为直接。Peîsma连同prúmnē都能作为可以在希腊语中找到的诸多埃及语航海术语的例子，见十六章及以后。

*pз smyt［“（那片）沙漠”］、ψάμαθος
 （H）（“沙子”）、smyt［“（那片）沙漠”］，可能是ἄμαθος
 （H）（“沙子或尘土”）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ἄμμος
 （4）（“沙子”）是ámathos的一个较晚的派生词。弗里斯克将该原始词汇——“可能带有呼吸变化”——与中部高地德语sampt（“沙子”）联系在一起。尚特莱纳宣称，两种语言中词形的巧合不能确立一个印欧语词根说明。他认为，ámathos和ψάμμος
 （5）（“沙子、尘土”）拥有两个单独的词干，但它们影响着对方的发展。

我相信，这两个词的声音和意义的巧合太明显以至不能将其忽略。看起来更简单的做法是假设一个来自smyt的借用语。在希腊语发生s＞h的转变之前，smyt引发ámathos的出现，并在此之后引发psámathos的出现。这样的话，smyt将成为*pз的一个交替词。后一种交替存在着两个疑难：第一，smyt是阴性词，应该跟在阴性冠词（tз）之后；第二，当定冠词第一次开始使用时，smyt已经在晚期埃及语中得不到证实。破除第一个疑难的理由是，阳性单数冠词与一些曾经被视为阴性或复数的词汇连用，这已在上文提到。
(55)

 破除第二个疑难的理由是，根据一个收录不全的资料汇编得出结论总是危险的，并且smyt被证实普遍存在于新王国以来的中期埃及语文献里。

相较于印欧语词源说明的混乱，该埃及语词源即便带有它的劣势，也仍然更合理。

*pзsnw，sny（“用于献祭的食物”）βασυνίας（3）是提洛岛上用于献祭的一种糕饼。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借用语。提洛岛的阿波罗崇拜和埃及有明显的联系。（见第十八、十九章。
(56)

 ）



pзsr在阿卡德语中被转写为pa-si-i-a-（ra）（“官员、大臣”）βασιλεύς（B类线形文字）qa/pa2
 sireu，在塞浦路斯音节文字中写为pasilewose（“高级官员”）。βασιλεύς无疑是一个借用词汇。事实上它没有一个印欧语同源词，此外，它不可能是一个印欧语词汇，也不可能来自任何一种印欧语下位层。因为，在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某个时期的希腊语中，以/b-/开头的词汇极为罕见，并且位于两个元音之间的/-s-/要变成-h-。所以，这个词汇的起源要晚于这个时间。我将在本节稍后的内容里论证，该词的借用发生在较为晚近时唇软腭音/kw
 /和/gw
 /衰弱之后。如弗里斯克在该词词条中指出的那样：“在βασιλεύς之外，希腊语中还存在着另外两个表示‘国王、君主’的词汇，一个的确是本土产生的κοίρανος，另外一个尚未被解释但可能是外来语的ἄναξ。在这三个词汇中，βασιλεύς出现的时间最晚。”

事实上，至少有两个关键的表示酋长或国王的希腊称号是非印欧语，这使得雅利安模式的捍卫者变得犹豫不决。我将会在第十章给ánax提供一个埃及语词源，在第十四章中对koíranos的印欧语词源提出质疑。不过，弗里斯克提出basileús是最晚传入希腊语的，他在这一点上明显是正确的。如第七章所述，有趣的发现是，这个希腊语不包含一个由*req（“正确”）派生出来的印欧语词根；例如，它可见于爱尔兰语，为ri；可见于哥特语，为reiks；可见于印度语，为raj。
(57)



据我所知，第一个提出basileús源于埃及语pз sr（“官员”）的观点的是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达尼埃尔（Constantin Daniel）博士。他在1971年提出了这一观点，没有借助阿卡德语转写pa-si-i-a-（ra），并且也没有因为约翰·查德威克不再把pa2
 sireu而是把qasireu视为βασιλεύς的迈锡尼时代的拼写。
(58)

 我从他的文章名中看出了他为βασιλεύς提出了一个词源，但是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词源是什么。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独立提出了同样的词源分析。
(59)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那样，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强烈反对我对basileús进行的词源分析，即便我们都知道它在公元前13世纪的发音是pasiyara。
(60)

 另外两位学者则对这一词源的语义明显没有异议。不管是在新王国时期还是在同期的迈锡尼时代晚期，该词显然具有“高级官员”这一词义，而不具有后来希腊语中的“国王”意思。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反对它的语音分析。首先，他们声称：“埃及语的p从未在毫无争议的借用语中被转写为b。”
(61)

 读埃及语进行清塞音和浊塞音的区分是不可靠的，这个问题已经在第八章中探讨过。尤其是在唇音问题上，我们知道，埃及城市名Pr wз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Boutō，并且埃及神名>
 Inpw被翻译为阿努比斯。
(62)



这两位印欧语专家进一步反对我关于pз后跟一个/s/可能会变成*bas-的观点，提出跟在后面的清音/s/将阻止字首p-发音。的确，在所有公认的借用词中，pз-s-明显在希腊语中转写为ps。不过，在这一章的列表中，存在着两个其他似乎真实的例证：*pзsnw/basunías和*pзsṯs/bastázō。在这两个例证中，p-，更准确地说是音值不确定的唇音，被一个元音分开，变成了浊音。
(63)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做出最为强烈的反对，认为basileus在B类线形文字中写为qasireu。换言之，字首是唇软腭音/kw
 /而非唇音/p/。无疑，当该拼写在公元前17世纪或更早以前第一次出现时，该符号在B类线形文字中被转写为/q/，代表着一个唇软腭音。但是，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篇表明，在它们于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被创作之前，这些唇软腭音已经完全衰弱。约翰·查德威克对此写道：“这些唇软腭音的发音仍然是推测，但是学界一直认为它们在迈锡尼时代仍然存在。”
(64)

 切梅林伊认为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他写道：“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当这些文献被刻写时，］那些被如此表示的发音是否仍然是唇软腭音。”
(65)

 当时，保存下来的B类线形文字书写板仍未被识读。有些文献被刻写的时间可能会早至公元前17世纪。我接受帕尔默和尼迈尔（Niemeier）提出的观点，即大多数书写板的年代要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
(66)



如今，似乎没有人怀疑在公元前13世纪以前，唇软腭音位于/u/或/y/前会被去唇音化，变成ku或ky。
(67)

 切梅林伊唇软腭音不是整齐划一地衰弱的，而是在不同时间衰弱的。具体而言，他论证到那些书写板出现之前，位于/e/和/i/之前的唇软腭音被腭音化，这一演变进程直到它们变成te和ti才结束。
(68)

 这一论证遗留了一个问题没有解答，即在/a/和/o/变成pa和po之前唇音化的年代确定问题。没有学者会怀疑在另外一个唇软腭音也出现在同一个词汇中时，Kw
 o可能被写作po。查德威克对此进行了关键性的阐发，他写道：“一个位于辅音前的唇软腭音的发音是令人惊奇的，但是q总是有规律地被写在这个位置。”
(69)

 这些形式表明，所有唇软腭音的衰弱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或者在这时之前已经完成。不过，如上所述，研究迈锡尼文明的学者们一直认为，原初的/kw
 /在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仍然存在。

不过，这一论断的基础非常脆弱。唇软腭音的残留和它们在后来的希腊语方言中的“异端”反映形式未能告诉我们有关它们在B类线形文字标准语言中衰弱的年代的任何信息。勒琼证明，B类线形文字中表示/o/前面的唇软腭音的符号和*equos（“马”）的是一样的，在这个词中，kw不是一个唇软腭音。这一发现暗示，B类线形文字中的符号qo发Kw
 o的音。不过，这仅仅反映的是拼写习惯确立前的较早情况。此外，B类线形文字文献包含了两个有关早期唇音化的可能情况。不存在明确证明qa的证据。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首先将qa读作唇音pa2
 ，但是，如上所述，查德威克后来又否定了这一读法。
(70)

 即便学者们接受查德威克对他的和文特里斯的早先解释的否定，仍然不能证实在公元前14世纪qa被读作kw
 a。

勒琼论证，缺乏表示唇软腭音的字母符号，表明这些发音在希腊语字母表确定之前已经消失，他认可传统的观点，即字母表在公元前8世纪确立。
(71)

 不过，在今天看来，字母表从黎凡特传入希腊的时间要么是公元前11世纪，要么像我所认为的那样，位于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400年之间。
(72)

 如果接受这些年代，那就意味着唇软腭音到公元前11世纪之前或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消失。其情况相当复杂——令我烦恼——因为我主张字母phi（ϕ）的词源是闪米特语字母qup（ϕ），并且在唇软腭音衰弱之前它被用来表示唇软腭音。
(73)

 不过，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篇中都找不到唇软腭音的踪迹。这些诗篇不仅存在于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并且——如果我对字母表引入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它们也采用了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的拼写习惯。因此，他们的方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已经失去了唇软腭音。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仍然主张：“他（我）断言原始印欧语唇软腭音在B类线形文字中已经衰弱，这一断言缺乏经验证据证明。”他们抛弃我的论证的理由很简单，即“无论是唇软腭音符号被用于表示一个确定无疑的旧唇音，还是唇音符号被用于表示一个确定无疑的旧唇软腭音，都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例证证明”。被证实带有印欧语词源的唇音没有一个在书写时与唇软腭音连用，我从未否定过这一事实。不过，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明朗。
(74)

 如上所述，存在着不少的例证证明，u和y前面的唇软腭音被去唇音化后会变成一个软腭音。
(75)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也在脚注中提到了交替词képe，他们是以正统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解释的，即该交替词的出现是一个词汇中的两个唇软腭音引发去软腭音化而形成的结果。
(76)



我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唇软腭音可能在口语中已经衰弱，但在书面语中仍然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时，符号qa将会是的pa交替词，并且埃及语名称pasiyara可能在爱琴语中读为*pasireu，却写作*qasireu。例如在日语或希伯来语中，较为不常见的符号或符号体系用于表示外来词，这种做法如果不是惯例，那也是极为频繁的现象。
(77)

 总而言之，我不接受传统认可的推断，即唇软腭音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没有衰弱足以否定这些似乎真实的词源的存在。后面的几章中，我将列举一些外来词的地名的词源，如果学者们接受在这个时期之前存在着从qa到pa的唇音化转变，那么这些词源就可能存在。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例证，一条河流名叫恰米西欧（Qamisijo），查德威克合理地将它和美塞尼亚的帕米苏斯河（Pamissos）联系在一起。该派生词有一个似乎真实的词源，即常见埃及语地名和地名要素Pзmw（“水”），它指的是河流和尼罗河的支流。
(78)



解决交替词qasireu/basileus中词尾-eu（s）的问题可能相对容易。后缀-eus的词源问题已经在第六章中讨论过。
(79)

 该后缀明显因为词汇sr（“官员”）而重构。埃及学专家阿道夫·埃尔曼（Adolph Erman）和埃尔马·阿德尔（Elmar Edel）认为，它的完整拼读为sirw或sriw。
(80)

 因此，词尾-sileus能够直接来自sirw或它的简写sil和希腊语后缀eus。
(81)

 Qasireu/basileus由pasiyara+w演变而来的这种情况特别引人注意，因为词义极为符合，并且因为其他所有寻找词源的尝试都明显失败。在列出来一些推理之后，弗里斯克写道：“因此，βασιλεύς必定仍然被始终视为一个词源不明的外来词，至少在细节上是如此。”正如尚特莱纳指出的那样：“为βασιλεύς找到一个词源是不可能的事情。”

p（e）siur（科普特语“阉人”）、ψῑλός（H）（“秃顶的、无毛发的、光滑的”）、ψίλαξ（2CE）［（公元2世纪）狄奥尼索斯的一个描述词］。在希腊语中，basileús由“高级官员”华丽变身为“国王”，然而在埃及语和科普特语中，sr和siur则被贬抑为一个表示阉人的更为一般的词汇。就这样，它又被重新借用到希腊语里，并且带着定冠词重新出现在科普特语文献中，写作pesiur或psiur。最后一个词形被借用到了希腊语中，写作psῑlós（“秃顶的、无毛发的、光滑的”），这明显是阉人的特征。尚特莱纳和他的学生佩尔皮尤（Perpillou）将它和ψῑ̓ω（“哺育或喂养婴儿”）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为后者找到一个词源。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相关的词汇，如ψεδνός（“毛发稀少或稀疏”），尚特莱纳似乎合理地将它和psilós联结在一起。在斯巴达，ψίλινοςστέϕανος
 是年幼的裸体小男孩佩戴的枝叶冠。最后一个词汇是Psílax，狄奥尼索斯的一个描述词，该词符合于与狄奥尼索斯相关的双性恋特征，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是这样。
(82)





*pзsgnn（“油膏”）、科普特语sŏcen（S） sojen（B） săcne（A）ψάγδᾱν（5）（“油膏”）。该词源分析由保罗·恩斯特·雅布隆斯基（Paul Ernst Jablonsky）在19世纪初首先提出。
(83)

 它从那时起便被广泛接受。

*pзsgr（“寂静”）、ψέγος（5CE
 ）（“坟墓”）。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对这一词语进行解释。作为动词或名词，Sgr或Sgrh（“寂静”）出现在希腊语中，写作σι̑γα、σιγάω
 （H）“寂静”，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认为该词的词源“尚不能确定”。
(84)



*pзsṯs（“支柱、支持”）、sṯs作为动词使用（“举起”）、βαστάζω
 （H）（“支撑、举起、提升、赞美”）。弗里斯克宣称，该词不能被准确解释。尚特莱纳认为，该词和拉丁语bastum和basterna都源于地中海世界使用的第三种语言，它们是法语和英语词汇baton的词源。

*pзšw（y）t（“背阴处、灵魂”）、šw（y）t（“阴凉的、新鲜的”）和šw（“空气”）、ψῡχή（H）（“呼吸、生命力、个性、灵魂”）、[image: ]
 （H）［“呼吸”（动词）］、ψῡχρός（H）[image: ]
 （3）（“寒冷的、新鲜的”）。一个语言悖论广泛存在，即同一个单词经常表示太阳，又表示背阴处。埃及语šw的确如此，它表示太阳光，但是它的相关词汇šwt则表示“背阴处”和“阴暗处的寒冷空旷”。就后一种词义而言，它在闪米特语中有一个同源词，即迦南语√sw>
 （“空洞、空虚”），它在希伯来语中写作šåwə>
 。正如šw表示“空气”一样，神灵苏（šw），作为混沌之神卡俄斯的同源词在第八章中被提到过，它当然是一个更为古老的借用语。
(85)

 不过，在此处，我们关心的是šwt（“阴影”），它作为人类属性中的一个侧面或可以分离的部分或作为“灵魂”，与bз和ba相当。
(86)



与pз连用的埃及语词汇šwt很可能是希腊语psȳchē及其相关词汇的词源。刚刚提到的两个关于寒冷、阴影和灵魂的词组在词义上完美匹配。但是，它们在语音上则存在着严重的疑难。首先，šwt是一个阴性名词，应该与阴性定冠词tз连用，而非与pз连用。不过，如上所述，在晚期埃及语中，名词的阴性单数、双数和复数形式总的趋势是被视为阳性单数。
(87)

 尤其是，中期埃及语中的“中性”抽象名词，如ḏwt（“邪恶”），在语法上曾经是阴性，后来变成了阳性。šw（y）t可能在日常口语中经历了相同的变化，尽管šwt作为拉神的“阴影”被证实与冠词tз连用。/šw/在希腊语中转写为*skhw，并非不大可能。即便埃及语/š/转写为skh的例证不存在，但希伯来语/š/转写为skh的例证存在着许多。
(88)

 第二个语音问题是，这一假定的语言借用有赖于从*pskhw到*pswkh的换位。这一换位将涉及音素skh的分裂，并且它肯定不是我正常接受的那种换位。

不过，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在印欧语这边。一些学者认为，psȳkhēȳ（“呼吸、生命力、个性、灵魂”）、psȳkhē［呼吸（动词）］、psȳkhrós（H）和psȳkhō（“凉爽的、新鲜的”）这些词是一个词群。奥尼安斯甚至引用谚语“不用嘴吹粥自凉”来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受到获得了弗里斯克的支持。
(89)

 不过，尚特莱纳追随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主张呼出的气不是冷的，并且风也不定是冷的。
(90)

 但是，如果是北非和东南欧的气候，那么被风吹或处在背阳的地方似乎可以让人感觉到精神振奋。

弗里斯克写道：“更进一步的历史，[image: ]
 停留在史前的黑暗之中。”不过，他接下来将它与一个印欧语词根*bhes（“吹”）“确立了联系”。词根*bhes是如何演变为psȳkh-的，学界对此尚无确考。波科尔尼遵循的说法，将它视为一个拟声词根。
(91)

 尚特莱纳仅仅是宣称整个词群的词源都是“未知的”。

不管是psȳchē的埃及语词源还是它的印欧语词源都未得到充分论证。不过，将它的埃及语词源和phrēn、prapís以及kēr的词源分析联系起来看，这种可能性就增加了。前两者已在上文进行了探讨，后者将在第十章进行探讨。



*pзqnbt（“行政官员组成的法庭、特别法庭、司法审判委员会，等等”）、Πνύξ即Πυκνός（5）（“雅典城邦公民审判员们的会场”）。
(92)

 它们的词义极为吻合，并且这种吻合度又因为[image: ]
 （O38）（“角落”）作为qnbt的义符被使用而提升。加德纳提出，该词可能指那些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官员们。
(93)

 普尼克斯（Pnyx）有一个圆形剧场的外形，背靠着一面很高的峭壁。至于qnbt的词性，前面对*pзsmyt/psámathos的讨论表明，在晚期埃及语中存在着阴性名词被当作阳性名词的趋势。

从语音上来看，交替词p-/pu-和pз在希腊语中的其他拼写非常吻合。此外，在晚期埃及语中，摩擦音-b是不稳定的。因此，唯一一个有影响的语音和语义难题是对词尾-t的解释。这些词典编纂学者未能找到一个印欧语词源，提出了一个前希腊语词源，词义可能是“峭壁”。

*pзgnbt［“蓬特（Punt）的居民”］。这个词汇为[image: ]
 提供了一个词源。
(94)



*pзgḥs（“羚羊”）、gsἰ（“跑”）、gs（“快”）、gst（“速度”）、Πήγασος（H）。羚羊当然以奔跑速度快而闻名。从赫西俄德关于该词与πηγός（“跳跃”）的联系到πηγός（“强壮的、强有力的”）和pēgós（“白的、黑的”），弗里斯克考查了该词词源的不同假设。他的结论是该词是一个“前希腊语”。尚特莱纳相信pēgaí和pēgós是通俗变化语。
(95)



Pзtз（“土地”），色萨利平原上的一个地名Φθία，该地被荷马描绘为eribolax（“土层厚的、肥沃的”）。
(96)

 菲提亚（Phthia）显然来自这个已被证明的埃及语地名。Tз在埃及语中指的是与天空相对应的大地、与海洋相对应的陆地和与山丘相对应的平原。PзTз-n（“……之地”）转写为希腊语为Φθεν-。
(97)

 PзTз似乎不仅仅是菲提亚的词源，而且也是词群πέδον（H）和πέδιον（H）（“肥沃的平原，岸边”）的词源。这些词通常和pous/podos、表示“脚”的印欧语词源，以及可能的诺斯特拉语词源联系在一起。
(98)

 两个词根无疑相互影响过，但是这一词群的核心词义与pзtз（“土地、平原”）非常接近，该词在科普特语得到证明，写作pto。

pзtwз科普特语写作petua（“支柱、过梁、支撑、维持”）πέτευρον
 （2）（“栖枝、木板”）。尚特莱纳没有为该词词源给出解释。

*pзtm（“完成、终止、毁灭”）πότμος（H）（“不幸的命运、死亡”）。传统的观点认为，potmos与动词πίπτω（“坠落”）联系在一起。这个词义不仅古远，并且这个词根也仅仅发声为*pot。

*pзtḫ（“酒罐”）[image: ]
 （W22）πίθος、qeto（“大酒罐”）。尚特莱纳抛弃了它的一个更早的印欧语词源，即词根*bhidh，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B类线形文字的词形。如今，他考虑到了一个唇软腭音，但是为了这个目的需要产生一个唇音，他就依赖于从/e/到/i/的变动以及对一个伊奥利亚方言词语的使用。不过，查德威克认为：“不管是容器的尺寸还是该词的词形都不利于辨认，并且它（qeto）是希腊语中用于表示容器名称的众多借用词中的一个而已。”
(99)

 既然词根*bhidh存在着不确定性，那么píthos本身可能很符合这一词形。

*pзṯзw科普特语写作thēu（B）（p）teu（S）（“风、呼吸”）。ποθέω（H）的名词形式为πόθος（“渴望、懊悔”）。在埃及语诗歌中，ṯзw即凉爽的北风，是甜蜜的强烈象征。不过，在埃及、希腊和其他许多文化中，爱情和渴望也同样与猛烈的暴风雨联系在一起。
(100)

 如《王室诗篇选集》（Palatine Anthology）所描写的那样：“渴望（πόθος），猛烈地吹动，掀起了狂风暴雨。”
(101)

 在阿拉伯语中，hawan和hawāyā（“爱情、爱”）源于同一词根hawā（“天空、大气、气流”）。
(102)

 自中王国时期起，ṯзw可能也作为创造万物的“风”来使用，并且至少在晚期之前，它也在使天地分离的方面发挥着苏神的职能。
(103)



类似的观念也在迦南语族群中流行。在《创世记》中，rûa
 h elōhîm，在七十士本中被转写为pneuma theou，它就是神圣的创造之风。
(104)

 毕布勒的斐洛（Philo）在1世纪进行写作，却宣称他的作品是根据桑库尼阿松（Sanchuniathon）和塔奥托斯（Taautos）即透特的著作写成的。其中，桑库尼阿松在传说中是一位生活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的祭司，“透特的著作”在今天被证实至少存在于古埃及晚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300年）。
(105)

 对乌加里特神话中的类似故事的发现驱散了学界对斐洛这一言论的怀疑。
(106)

 迦南人的一些宇宙起源观念是独树一帜的，但是埃及文化对腓尼基沿岸地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斐洛的Pothós在希腊语中为“神圣的风或呼吸、渴望”，存在着固有的可能性，即它最初可能是一个埃及语词汇。它不仅在斐洛的毕布勒宇宙起源论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西顿的宇宙起源论中仍是如此。
(107)

 抛开毕布勒与埃及之间的千百年来的密切联系不谈，这样的观点也由于斐洛对透特著作的参考而变得更加可信。

Pothós来自埃及语*pзṯзw的假设也因为斐洛—桑库尼阿松的专有名词或术语Mōt而变得更为可信。Mōt是Pothós即“风与它本身的起源相爱”而产生的结果。马丁·韦斯特似乎合理地认为它是旋风。斐洛是这样描述它的：“有人说泥浆来自水的混合物。并且，宇宙的整个种子、万物的起源都是由此产生的。”
(108)

 韦斯特否定了Mōt来自闪米特语这一似乎真实的假设。
(109)

 不过，克拉彭（L．R．Clapham）在他探讨桑库尼阿松的论文中论证，Mōt来自一个更古老的词汇，即希伯来语mwt，它一般指“摇动或地震”。一些学者则指出，它有特有的词义，即“沼泽”。
(110)



有一个埃及语词汇应该被考虑在内。该词一般被转写为mtwt，指的是“精液、种子、后代”；并且，在托勒密时代之前，它还指“肥沃的尼罗河洪水泛滥物”。
(111)

 一般而言，象形文字的书写会发生文字换位，尤其是带有象征鸟的符号会这样。
(112)

 在*mtwt的不同拼写中，鹌鹑幼鸟[image: ]
 （w）只有在一种情况里才不会优雅地被放在词汇中间。
(113)

 它发音为*mwtt的可能性因为亚非语同源词的存在而增加。塔卡克斯列出了高地库希特语和北部奥摩语词汇，写作muta（“阴茎”）。
(114)

 在一个更大的语义排除上面，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构建了一个词根*mut（“男人”），可见于闪米特语和乍得语中。
(115)

 简而言之，斐洛的Mōt很可能受到了埃及语*mwtt的影响，这又支持了Pothós源于埃及语的假设。

斐洛的腓尼基语词汇Pothós是否能够和希腊语词汇póthos联系在一起？斐洛使用的Pothós，像埃及语词汇ṯзw一样，将风和渴望结合在了一起。波科尔尼、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pothéō源于词根*gu̱
 hedh-（*kʹw
 edh
 -），这一观点已被学界公认，该词根也演变为古爱尔兰语gui（i）diu（“祈祷”）。
(116)

 他们的解释在词义上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基于语音原因，尚特莱纳对此更加不能确定。语义上具有的更多的吸引力可能会使它和波罗的—斯拉夫语中的一个词根*ged-（“渴望、想念”）成为同源词。不过，既然世界范围内都将风和渴望联系在一起，那么该词的埃及语词源似乎更可取。
(117)





pзḏw世俗体pзtw、科普特语ptou（S） ptōu（B）（“山”），这是许多地名所采用的一个名称。Πτώον（6），彼奥提亚的山。
(118)

 在科普特语中，这个词义向两个方向引申，可以用作表示“沙漠”和“寺庙”。普托昂山（Mt．[image: ]
 ）存在着一个阿波罗·普托伊奥斯（Πτώϊος）的神谕所，受人崇拜，Πτώϊος可转写为[image: ]
 。
(119)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没有收录这些词条。波科尔尼将[image: ]
 和[image: ]
 与词根*ptā-、ptō-和ptă-（“畏缩、逃跑、沦陷”）联系在一起。

以阴性单数定冠词开头的埃及语

借用到希腊语中的例证

如本章开篇所述，在晚期埃及语里，阳性词和定冠词被视为阴性词。因此，许多看似不太可能的词源会因此而变得可能。以下就是这类词源演变的一些例证。



*tзἰ‛rt［“蛇标头（Uraeus）”］[image: ]
 （5）（“波斯王室的高级主管”）。尚特莱纳认为它可能是来自弗吉尼亚语的借用词。弗里斯克写道，它来自一个“词源待考的东方词汇”。

*tзbἰnt（“邪恶之人”）科普特语booneδίβαν（5CE）克里特语δίϕας-αν（2CE）（“蛇”）。在埃及文化和其他许多文化中，蛇经常是邪恶的象征。
(120)

 尚特莱纳将这些词汇和δῑϕάω（“调查、探查”）联系在一起。原因是“蛇溜进了缝隙里”！Δῑϕάω（H），对于该词，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没有给出说明，它似乎更有可能来自表示“旋转、包围”的埃及语dbn。

tзnmtt（“大步走、行军、运动、行动”）世俗体nmtt，科普特语tnomte（S）、nomti（B）、namte［艾赫米姆方言（Akhminic），缩写为“A”］，namti（法尤姆方言，缩写为“F”）（“力量、强力”）。维奇赫尔重构了一个阴性分词，*namitat转变为namtat，因此成为一个抽象名词。它在被借用到希腊语时转写为ἰσχύς（iskhús）或δύναμις。切尔尼和维奇赫尔都对从“大步走”到“权力”的词义转换感到迷惑。在我看来，似乎最好的解释是作为权力者和权威者的扈从的行军和游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语中有个类似的用法，即用“强力”表示“一个武装团体”。

在希腊语中，我们找到δύνᾰμαι（H）（“能够”）、δύνᾰμις（“强权、军备武力、权威”）和δύνατος（H）（“强有力的、有能力的”）。波科尔尼遵从埃尔努和梅耶的观点，将这些词汇和词根*deu、*dou或*du联系在一起，并且将它们和梵语duvas（“提供、荣誉”）、古拉丁语duenos（“好”）和爱尔兰语den（“强壮的”）视为同源词。尚特莱纳不同意这些做法。他和弗里斯克认为，词中的鼻音中缀暗示了它的现在时词形du-n-。不过，他承认，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会碰到一个难题，即名词dýnamis中的-n-的该做何种解释。他“很想”将它与dēn（“长、长时间”）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不能在两个词群之间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纽带”。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认为，δυνάστηςdynástēs（5）（“君主”）中的-s-“不存在词源”。dy/nӑmai和δύνατος的埃及语词源解释了n和t之间的替换，它们被视为*tзnmtt的替换缩写。如上所述，埃及语中的词尾-t在希腊语中频繁地被转写为-is。

一个来自以常见复数定冠词开头的

埃及语词汇的希腊语借用词

我在这一节中，只列举一个例证：*nзn（y） nfr（w）t（“美丽的年轻女子”）和νύμϕαι（H）（“宁芙”）。在第十一章中，我将探讨这些名称和缪斯崇拜的埃及语起源，缪斯们经常和宁芙们混淆在一起，她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我在此处只对名称进行探讨。保罗·克雷奇默和其他学者试图就将和拉丁语词汇“嫁娶”联系在一起。
(121)

 不过，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不满意这种做法，认为该词词源“存疑”。

我认为，nymphē应该来自埃及语nзn（y） nfr（w）t（“美丽的年轻女子”）。加德纳将埃及语nfr重构为*nūfe
 （r），意为“年轻”以及“美丽”。
(122)

 事实上，希腊语词根nymph-像埃及语nfr一样，可以用作表示青年男女。

不过，在希腊语中，nymph-还有其他多种意思。例如，νυμϕαία是希腊人对睡莲和荷花的称呼，其中包括黄睡莲（nenuphar）。该术语来自阿拉伯语词汇ninufar，而ninufar则显然来自埃及语nзn（y） nfrt。亚里士多德将nymphē作为表示“处于蛹阶段的蜜蜂或马蜂”的术语来使用，作为学科术语，它一直被沿用至今。在这些种类中，“蛹”——或变为昆虫的前一阶段——的情况与人类成年前的情况类似，事实上，它可以被称为“青少年”。引人注目的是，年轻的姬妮们的蜜蜂或马蜂外貌可以在弥诺斯或迈锡尼艺术中发现。这种肖像上的联系一直持续到古风时代。罗得岛出土的古风时代的金属饰板，其上的人物形象是（淑女意义上的）半宁芙和半蜜蜂的结合。
(123)

 这些词语和拉丁语借用词lympha和可能是借用词的limpidus将在第十一章中进一步探讨。


 埃及语词汇PR（“房子、神庙、宫殿”）

在其他许多语言中，存在着与埃及语pr在词形和词义上类似的词汇。博姆哈德重构了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p［h］
 al/*p［h］
 əl（“居住地、有人居住的地方”）。他在原始印欧语以及乌拉尔图语、阿尔泰语以及达罗毗荼语中都发现了这个词根，写作*p［h］
 l̩H。不过，有趣的是，他没有将亚非语或埃及语pr包括在内，因为它未能达到他对同源词严格规定的语音标准。
(124)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也未能对亚非语词根*pVr进行重构。亚历山大·米利塔雷夫和其他俄罗斯学者提出了许多柏柏尔语同源词，塔卡克斯对它们却缺乏热情。这些例证的可信性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拉丁语词汇mapālia（“一种小屋”）的存在而增加，罗马作家萨鲁斯特（Sallust）将它描述为一个努米底亚
*

 语（Numidian）词汇。
(125)

 前缀m-经常表示地点。

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的学生泰奥菲勒·奥本加列举了中部乍得语中大量的p-r类型的词汇以及一些尼日尔—科尔多凡语词汇，例如沃洛夫语词汇per（“房子四周加工好的篱笆墙”）。
(126)

 词根*pel-（“房子”）也出现在班图语中。
(127)

 更令人费解的是古老的西南亚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类似词语，诸如安纳托利亚语中的这两个词根*pir和*parn。帕尔纳索斯山被认为是希腊土地上纯粹的安纳托利亚地名，出于这个原因，它被正统学者频繁引用。
(128)

 类似词汇也出现在胡里安语和乌拉尔图语中。塔卡克斯宣称：“如果这些语言中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一个文化迁徙词（cultural wanderwort），尽管很难重构它的借用路径。”
(129)

 在我看来，*par（n）符合亚非语和原始印度—赫梯语之间极早期的语言借用形式，这种形式已在第四章中进行了探讨。
(130)



1927年，阿兰·加德纳写道：“[image: ]
 可能不仅表示pāru，也可能表示pĕr、āpr、epr、epra等等……独立地发pår（来自påru）的音。当后面跟一个属格词时，（它）完全可能表示*pĕr，也完全可能表示复数形式*pră（yyu）。”
(131)

 1963年，唐纳德·莱德福德（Donald Redford）设想了两个不同的重构形式：pārěy对科普特语-pōr的重构和pĕrĕy对科普特语-pe的重构。
(132)

 在更为新近的著作中，安东尼奥·洛普列诺将pr重构为păruw。
(133)



希腊语对pr的借用

pr（“房子、房地产、宫殿”）[image: ]
 bâris（2）（“地产、设防的大房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提出，该词可能来自伊利里亚语，并且将它和βαυρία联系在一起，后者是阿普利亚（Apulia）的梅塞皮亚语（Messapian）中一个表示“房子”的词汇，这一语言和亚得里亚海另一侧的伊利里亚语有关联。
(134)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它将属于上述词汇所属的语系。它的语义似乎与埃及语pr更为接近。不过，这种埃及语词源分析的难题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发生[image: ]
 到[image: ]
 的转换之前，词汇中含有-ā-表明它可能是一个借用词。尚特莱纳似乎有道理地主张，这个bâris与另外一个词义“平底船”无关，并且该词的埃及语词源是世俗体br，这个观点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pr或pr‛з（“大房子、宫殿”）Πύλος，puro是“派罗斯”（Pylos）宫殿的名称。“房子、宫殿”将非常适合B类线形文字文献中所提到两个地名。但是，发音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些文献的年代处于公元前13世纪。根据权威观点，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该词发音应该是*pār，而非后来的*pōr，*pōr与puro更为类似。不过，我认为不应该抛弃这个埃及语词源，因为不存在着一个印欧语词源向它提出挑战。Νέστορ［Nestor（涅斯托尔）］是美塞尼亚派罗斯的国王的名字，它有一个可能真实的埃及语词源，要么是Nst Hr（“王冠”），要么是NstḤr（“大王位”），两者都被证实是称号，
(135)

 但是这个词源分析并没有什么价值。该词源指的是称号而非个人，个人将能解释涅斯托尔为什么长寿，他的长寿如此地令荷马惊讶。

pr、πύλη（H）（“城市或宫殿的大门、城楼”）。此处或许将动词prἰ［科普特语定性词形拼写为pori（S） phori（B）］与名词prw（科普特语词形为paure）、prt（“走出”）混同。弗里斯克将πύλος与印欧语θύρα（“门”）进行对比，并且声称它没有词源。尚特莱纳对此表示赞同。

pr、ϕύλαξ（H）（“卫兵、哨兵”）。两词语义上的类似是显而易见的。如尚特莱纳所指出的那样，词尾-ak是使动者的标记。他明确否定该词与πύλη有关。尽管如此，不仅大体上的交替现象暗示存在着语言借用，并且下埃及语波黑利方言（Boharic）中的送气塞音和上埃及语萨希迪方言（Sahidic）中宽口塞音之间的差异可能解释这一特殊情况。
(136)



pr、ϕυ̑λον（H）ϕυ̑λη（5）（“部落、由关系或居住情况构成的”）。马森引用尚特莱纳的观点，认为该词源于印欧语词根的两个分支*bheu-/*bheṷə（“生长、膨胀、生活”）。他将它和*tribhu（“部落”）中的-bhu联系在一起。pr（“房子、宫殿”）也可能指的是这类建筑中的居住者，例如一家人和内阁。在许多古代文化中，“房子”可以指“王朝或人民”：如闪米特语中的byt、希腊语中的oikos或拉丁语中的domus。就这个埃及语词源而言，有趣的是，在托勒密时代，ϕυ̑λη作为表示每一个埃及神庙的祭司分支被使用。
(137)



希腊语对带有前缀pr-的埃及语词汇的借用

pr的缩写形式很自然会被作为前缀使用。在晚期埃及语中，pr-作为地名的前缀经常和pз的情况一样。莱德福德在科普特语、阿卡德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找到了P-、Pi-、Po、Pa以及B-、Bo-、Bou-的转写。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些词形中仍然存在着r：Phr、Per-、Pher-以及Bar-。此外，还有pr‛з（“大房子”）在希伯来语中被转写为Par‛oa
 h，在希腊语中被转写为ϕαραώ，在科普特语中被转写为prro和puro。莱德福德解释道，带有-r的词形要么非常古老，早于那些失去-r的词形，要么是第二十六王朝即赛斯王朝（公元前664年—公元前525年）极力倡导复古主义导致的人为结果。这可能是一个准确性错位的实例，但是很明显PV-和Pr/V之间存在着交替现象。
(138)



希腊语对以pr开头的希腊语词形和名称的借用

Prзb，存放圣匣的圣地；зb[image: ]
 （R17）；Πρίᾱπος（5）。Prзb是奥西里斯的神圣阴茎，它同时也可以作为阿拜多斯州的象征和该城的别名使用。
(139)

 阿拜多斯是奥西里斯的崇拜中心，在其中的一些仪式里，阴茎扮演着重要角色。希罗多德反复将狄奥尼索斯等同于奥西里斯，他对狄奥尼索斯酒神节是这样描述的：

……埃及人庆祝狄奥尼索斯节的方式和希腊人的几乎相同，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没有合唱队歌舞。他们采用的是人偶，而非阳具，人偶高18英寸：这些人偶的生殖器几乎和它们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大，在线绳的牵引能够上下活动，妇女们带着它们到各个村庄转悠。
(140)



Πρίᾱπος（“阴茎神或阴茎”），传统观点认为该词源于安纳托利亚海岸西北部普里阿波斯（Πρίᾱπος）城的阴茎崇拜仪式。弗里斯克倾向于接受这一词源分析，但尚特莱纳则表示出较多的怀疑。两人都为其提出一个印欧语词源。埃及语影响到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名的产生，这个观点并不那么荒唐，因为在普里阿波斯以西60英里处的达尔丹纳勒斯（Dardenelles）便有一个名为阿拜多斯的地方。埃及城市阿拜多斯的名字因为萨提斯（satyes）以及狄奥尼索斯崇拜和萨提尔关系密切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它们与海峡欧洲一侧色雷斯的生殖器和阴茎崇拜存在着关联。这将在第十章内进行探讨。
(141)





pr‛з（“大房子、宫殿、法老”）、Φαράω/Φαρόω
 和Φάρος。Pháros（H）是三角洲西部地区外围的一个岛屿，后来因亚历山大灯塔在此处修建而变得著名。

Pr‛nḫ。19世纪的德国学者们认为，米利都附近迪迪马（Didyma）的阿波罗神庙神谕祭司Βραγχιδαι
 与梵语中的Brahman（婆罗门）存在联系。考虑到这一崇拜与埃及的神话和考古联系，它似乎更有可能来自埃及地名Pr‛nḫ。
(142)



pr‛nḫ。这一充满争议的术语将在第十章进行更为充分的讨论。其中的一个词义无疑是“神庙文书房”。Πίναξ-κος（H）指的是“书写板、平板”。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该词的旧教斯拉夫语词源是pini（“树桩”），梵语词源是pinaka（“短棒、茎秆”）。这两个词源因语义演变而被联系在一起，并且拉丁语中存在着它们的类似词汇caudex（“树干、木桌、书籍”）。这两个词源或它们的结合体有可能是成立的。

Pr Wзḏyt，Wзḏyt的庙城，科普特语Puto（B）/Putōu/Buto（B）；希腊语Βουτώ，[image: ]
 是三角洲西北地区的城市；[image: ]
 （H），Aphrodite（阿芙洛狄忒）是其拉丁化拼写。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对阿芙洛狄忒这个名字的传统词源进行了探讨。他写道，在克罗诺斯割掉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的生殖器之后，将它们扔进了大海里，很久之后，它们形成了λευκὸςἀϕρὸς
 ［“白色的泡沫”（精液？）］，阿芙洛狄忒的身体便是从其中诞生的。
(143)

 从此以后，这个图景一直出现在欧洲人的想象世界里，最著名的想象表现在了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
 ）里。根据赫西俄德的描写，阿芙洛狄忒现身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克里特岛之间的库忒拉岛（Cythera，即Kythēra）附近或者以东数百英里的塞浦路斯岛岸边附近。
(144)

 她的常用别名是库忒拉神或帕福斯神，因为她的崇拜中心在库忒拉岛和塞浦路斯岛西海岸的帕福斯（Paphos）。

现代的词典编纂学者不接受该词来自aphrós的说法。其中的一些学者找到了一个印欧语词源，但是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对此加以否定，因为它存在着明显的语音和语义疑难，并且他们确信阿芙洛狄忒来自“东方语言”。不过，他们同样不同意试图将该词追溯到阿芙洛狄忒在闪米特神话中的对应神阿斯塔尔忒（Astarte）那里，因为它们的发音实在无法联系在一起。他们被迫宣布该词词源“不明”或“待考”。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也没有将埃及语词源考虑在内，事实上它更为可能。Pr Wзḏyt和[image: ]
 之间存在着良好的语音对应。它可以解释词尾-dite，这是传统的词源分析所做不到的。尽管加德纳怀疑[image: ]
 （M13）在Wзḏyt中的发音是wз，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它在一份金字塔铭文中是被这样拼写的。
(145)

 有一点难以处理的问题是提出双辅音*ἰPr Wзḏyt前存在着一个字首增添元音>
 aleph。的确，加德纳在本节的开篇处所引用的文字中提到，pr可能被读作*apr。阿芙洛狄忒这个名字明显是在/з/失去自己的辅音值之后才被引入的。与-r-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由赫西俄德和荷马引出的，莱德福德设想在公元前6世纪该字母读作/r/的做法复兴，而两位诗人的作品都远远早于这个年代。并且，他们提供的信息也一定早于词尾-yt的消失。
(146)

 另外，到目前为止，在B类线形文字的文献中没有发现对阿芙洛狄忒的提及。不过，我们知道，公元前2千纪，Wзḏyt在爱琴海受到崇拜。并且，如上所述，我们不能确定仅在赛斯王朝这一个时期/r/写作pr的做法得到复兴。

从语义上来看，阿芙洛狄忒源于Pr Wзḏyt的确是极为可信的。Wзḏyt是丰产女神，与洪水泛滥之后新的生长发育联系在一起，就像阿芙洛狄忒和春天及青年人的爱情联系在一起一样。Wзḏyt这个名字与一朵荷花和一条蛇[image: ]
 （m14）连写，因为蛇经常在这个季节出现。在埃及，诸神经常和他们的居所、神庙或城市等同。这类情况的其他例证将在下文给出。在这种情况下，众所周知，Pr Wзḏyt有时作为女神本身的名字使用。在一个列表中，它被描述为哈索尔神（Hathor）的一个形象，阿芙洛狄忒是哈索尔在希腊神话中的对应神。上埃及的第十个州是献给Wзḏyt的，并且加德纳将该州西部堤岸上的首要市镇Wзḏyt或Pr Wзḏyt等同于希腊地名[image: ]
 。
(147)



克诺索斯出土的器物表明，Wзḏyt在公元前2千纪的爱琴海受到崇拜。首先是一个种类的小雕像，要么手持蛇，要么被蛇缠绕。
(148)

 最著名的是光滑的彩陶人物像，她是一个乳房裸露、腰肢细软的女性，穿着褶皱裙，在她残存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条蛇。根据对称性，她原本必定双手都拿着蛇。
(149)

 美女和蛇，不仅象征奉献给神的法袍，而且与之有关联，并且如埃文斯所指出的那样，奉献给神的法衣装饰有“神圣的鸢尾花，埃及荷花丛对它的影响明显有迹可循”
(150)

 。尽管风格是弥诺斯文化特有的，但是赏心悦目的美女和蛇与荷花的多重象征意义，会在发掘者思想里将她与“瓦泽特”（“Wazet”）即Wзḏyt和哈索尔联系在一起。
(151)



在这个背景下，克诺索斯发现的一个有残缺的小雕像引人注目，但不一定意味其就是名为Wsr Wḏyt的这个大人物的。
(152)

 这个人物陶像的年代似乎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末期的第六王朝或中王国时期。这个陶像出土时所处的背景的年代被热烈争论。埃文斯将它置于弥诺斯中期II期（缩写为MMII，起始于公元前19世纪末），使它与中王国末期处于同一时期。不过，修正主义学者如今将该发现背景最早置于弥诺斯中期III期，这一时期位于它被制造出来800年之后。
(153)

 Wsr Wḏyt不一定传到了克里特。他的小雕像可能在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时间传入。不过，题词被雕刻得非常笨拙，这暗示它是在克里特制造的，由某个知道或听说过Wsr Wḏyt的人制造。因此，在它被最终掩埋之前，它可能在克里特被保留了一段时间，或许是几个世纪。这就增加了该小塑像被视为财宝的概率，因为它是Wḏyt崇拜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小塑像可以看出对她的崇拜存在于克里特。

考古成果揭示，这种崇拜即便没有冠以阿芙洛狄忒之名，也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帕莱奥—帕福斯（Palaio-Paphos）广为人知，阿芙洛狄忒和她的腓尼基对应神阿斯塔尔忒女神的崇拜中心在塞浦路斯岛。
(154)

 不过，有趣的是，帕萨尼亚斯坚称，在希腊人在该岛西端建立帕福斯崇拜之前，在戈尔戈伊（Golgoi）已经存在着一个该岛的崇拜中心。
(155)

 戈尔戈伊这个名字很明显具有一个埃及语词源，Grg（“基础、聚居地”）是埃及语中常见的地名。无疑，该女神的一个重要崇拜中心在那里建立过。
(156)

 在整个塞浦路斯岛，阿芙洛狄忒以帕菲娅（Paphia）或戈尔基娅（Golgia）而闻名。当时的腓尼基城市伊达里昂（Idalion位于戈尔戈伊附近，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铸造钱币。钱币上铸有一个蹲坐的斯芬克斯像和一朵荷花，“或许是阿芙洛狄忒的象征”，现代学者卡尔·O.贝奈斯（Carl O．Bennet）做了这样的注释。
(157)

 从古典时期开始，哈索尔的象征物和阿芙洛狄忒联系在一起，它们在塞浦路斯岛比比皆是。
(158)



总而言之，要么阿芙洛狄忒的名字没有在B类线形文字文书中出现是一个意外现象，要么克里特岛的Wḏyt以另外一个名字被人知晓，这个名字或许是Wanassa（“女王”），通过这个名字，她以塞浦路斯方言的传统音节字母而闻名。
(159)

 不过，该女神在赫西俄德的《神谱》和荷马史诗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这表明她在公元前2千纪末期已经以阿芙洛狄忒之名而为人知晓。



*Pr Wзḏyt，作为[image: ]
 （6）使用。词根wзḏ自身具有“新鲜的、绿色的”词义，并且存在着一个专有名词wзḏt，指的是“绿色的亚麻布”。
(160)

 Pr Wзḏyt不仅是城市布托（Buto）的名字，并且如上所述，它还是女神本身的名字。因此，将绿色的亚麻布、富庶的城市布托和美神联合在一起，便使Wзḏyt成为beûdos（“富家女的外套”）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词源。弗里斯克宣称，它是一个词源不清的外来语。尚特莱纳同意这一观点，但是他写道，该词或许源于亚洲语言。不过，本文此处的埃及语词汇似乎更可取。



Pr Bзstt科普特语Pubasti/Bubasti、希腊语Βούβαστις（“女神Bзstt的城市”），即女神本身的名字。Βούβαστις（6CE）也指“腹股沟、耻骨”。尚特莱纳将该词和Βουβών（“腹股沟、耻骨”）联系在一起。他和弗里斯克认为[image: ]
 有一个印欧语词源，它可以在梵语找到，即gauini（“腹股沟、小腹部”）。不过，尚特莱纳承认，词形结构存在着“些许的不同”。[image: ]
 的另外一个可能的词源是埃及语bзbзw（“洞、裂缝”），其科普特语词形是bēb<
 *bū（r）bū（r）。塔卡克斯在众多可能的亚非语词源中，并未给该词选择一个。
(161)

 然而，尽管毋庸置疑boúbastis作为“耻骨”受到了[image: ]
 的影响，但是它同样可能来自该城市名，尤其是来自Bзstt的节日，希罗多德将它描述为埃及人最爱参加的节日：“成群结队的男人和女人都一起来到船上……无论他们何时到达一个靠岸的市镇，他们都会将船停靠岸边，其中的一些女人继续像我上面说的那样做，同时，另外一些女人则向当地的女人抛出脏话，或开始跳舞，或站起来撩起她们的裙子。”
(162)

 希腊语ἀνασύρονταιἀνιστάμεναι更为强烈地暗示裸露。

该名字的希伯来语词形是Pî beset，它和bōšet（“羞耻”）有共同的词义，尤其与裸体和暴露女性外生殖器有关。
(163)



词典编纂学者埃尔努和梅耶都认为拉丁语pūbēs（“凸显青春期特征的毛发”）“没有确定的词源”。他们试图将该词与梵语pumán（“男人”）联系在一起，但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联系。他们完全拒绝承认它与拉丁语puer（“男孩子”）的任何联系。可能是因为在后来才得到证实，所以他们没有将希腊语βούβαστις考虑在内。不过，尚特莱纳提出，布巴斯提斯（Bubastis）可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并且不像pūbēs，它有一个可能真实的词源。因此，“耻骨”和“青春期”等词汇可能来自尼罗河三角洲Pr Bзstt的狂欢庆典。

Pr nḫpr（“圣甲虫或Ḫprr神的住所”），世俗体中的城市名：Παρνόπιον，雅典卫城上的阿波罗神的别名。这个词被普遍认为来自πάρνοψ、πόρνοψ，或κόρνοψ（“蚱蜢或蝗虫”）。阿波罗神被描绘为免受蝗虫灾害的保护神。
(164)

 此处或许有些混淆，但是“蝗虫”更有可能是一个通俗变化语。阿波罗的名字来自埃及语Ḫprr，即清晨的太阳神，该词源分析将在下文第十九章中进行探讨。

Pr Rwty（“双狮之房”）。Rwty表示创造之神苏和Tfnt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晚期的《金字塔铭文》那里，甚至更早。
(165)

 在较晚的《亡灵书》中，双狮“在它的洞穴（Pr Rwty）里，是存放国王发帽（Royal Wig Cover）的房间的看护者”。
(166)

 双狮很明显与冥界联系在一起。Πλου̑τος（H）指的是“大地的宝藏”，被赫西俄德拟人化为得墨忒耳的儿子。
(167)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将该词与plé（w）ō［“漂浮（然后？）扩散、洪水”］联系在一起。或许在语音上存在着可能性，但是从语义上看，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词源分析。一个相关的人格化词汇是Πλούτων，它被视为仁慈的冥界，与严酷的冥界῞Αιδης相对应。作为神名和地名，哈德斯源于ḥḏἰ，该词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时表示“被摧毁”，作为名词使用时表示“毁坏、毁灭”。该词的科普特语词形为hōj（“压迫、拷问”）。哈德斯的名字也受到了叙利亚雷电之神哈达德（Ḥadad）的影响。弗里斯克罗列了许多假设来解释Haidēs。他和尚特莱纳都认为这些假设中没有任何一个是价值的。

另外一个冥界的神灵是Δάειρα。该名字显然源于dwзt（“地下世界”）。尚特莱纳尝试着将它追溯到吠陀语dasrà（“奇迹的制造者”）那里。



Pr Tm科普特语词形为Pithōm（S） Pethōm（B），即图米拉特河谷（Wadi Tûmilat），它是连接三角洲东部和今天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岸边伊斯梅利亚（Ismailia）周围被称为苦湖（Bitter Lakes）的池塘区的肥沃河谷。至少早在中王国时期，在强大法老的统治之下，该河谷被断断续续地挖掘成一条连接尼罗河——途径池塘区——与红海的运河。该运河上的核心城市是PrἰTm（即阿吞神庙），它被普遍认为是《出埃及记》中著名的城市皮托姆（Pîtōm），它在七十士本被拼写为Πε（ι）θω或Πιθωμ。
(168)

 希罗多德将其称为Πατου̑μοςΑ̕ραβιας
 。
(169)

 它后来只是以帕托摩斯（Patoumos）之名被人知晓。在拉丁语中，它以帕托姆斯（Patoumus）或帕索那城（Pithona Civitas）而闻名。
(170)



Ποταμός（H）［“水道、河（后来的？）渠”］。传统的词源分析将它和πίπτω、ἔπετον
 （“降落”）联系在一起。
(171)

 尚特莱纳不完全同意这一词源分析，更加不同意来自πετάννυμι（“扩散”）的词源分析，这是更早的学者提出的观点。（参见弗里斯克著作中的参考文献。）

Potamos源于Pr Tm的词源分析所面临的语音上的难题仅仅是元音换位问题，即a-o＞o-a或Patoumos＞potamos的元音换位。这个问题根本不难处理，它也可以通过该词的借用发生在迦南语转换前后来解释。

这个词源分析还面临着两个语义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没有材料证明该运河是以该城市之名来命名的，尽管这类例子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许多：日内瓦湖、以扬州地区和扬州城命名的扬子江（即长江），这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此外，现代名称图米拉特河谷给出了一个暗示，即河谷或运河本身便被认为是Pr iTm。第二个问题更为严重，即缺乏类似的例证证明一个地理学的一般术语来自一个地理学的特殊术语，虽然山脉有时候作为“珠穆朗玛峰”（Everests）来使用，或者瀑布有时候作为“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s）来使用。

尽管存在着这些疑难问题，这个词源分析仍然看似成立，尤其是缺乏一个有分量的印欧语词源分析向它提出挑战。

Pr thn（“明亮的房子”），赛斯的神庙；Παρθένων（“雅典娜的神庙”），雅典娜女神的描述词；παρθένος（“风华正茂的年轻女性”）。它们之间的等同关系将是第二十二章中的核心主题。

R-：“入口”或方位前缀

在这里需要注意，埃及语中的方位化前缀r（a）-在拉里萨（Larissa）和劳拉（laura）中发la-的音。该前缀在不重读的情况下，在科普特语中转写为le-、lə-或l-。因此，它在希腊语中被借用为le-或li-。
(172)





r-зḥt（“通往肥沃土地的入口”），阿瓦利斯（Avaris），Λαρίσ（σ）α，即拉里萨，“占据肥沃土地的城市的地名”。
(173)

 另一个可能来自r-зḥt的词汇是’Ραριον，指的是埃琉西斯附近献给得墨忒耳女神的肥沃平原。
(174)



r-ἰb（“胃”）；λαπαρός（H）（“柔软、胃部柔软的侧面”）。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列举了一些结构类似的词汇，并将它和其他形容词联系在一起，但是没有给λαπαρός本身提供一个词源分析。

*r-ἰsq（“逗留的场所或房间”），λέσχη（H）（“男人的房子”）。
(175)



r-wзt（“路、小巷”），科普特语raoē（B） rauē（S）（“邻近区域”），λαύρα（H）（“狭窄的通道、小巷、隧道”）。弗里斯克宣称，这个词通常和lāaj（“石头”）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观点存在着一些疑问。尚特莱纳完全否定了这个词源分析。鉴于/з/的音值，这个词必定是在早期从埃及语中借用过来的。

r-pdtyw［“外国人（携带弓箭的民族，pḏt在科普特语中的拼写为pite）”］，pḏt、pḏtyw（“军队”），在巴比伦语中转写为pitatiú。
(176)

 晚期埃及语R-pḏt（“冲突？”），Λαπίθαι（H），即拉庇泰人（Lapiths），“敌人以及坚定的战士”，见荷马史诗。
(177)



*r-mny（“停泊处”），λιμήν（6）（“海港、港口”）。尚特莱纳将limēn和λίμνη（H）（“小湖”）和λειμών（H）（“浸水草地”）联系在一起。他不能确定这组词的词源，但是认为它们与吠陀语nimná（“湿洞”）或拉丁语limus（“泥”）以及条顿语slim（“黏液”）有关联。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关联的话，那么这个埃及语词源分析更可取了。维奇赫尔指出，mny的两个不协调的词义“放牧牲畜、停泊船只”被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在埃及以及其他许多地方，这两个活动都是将绳子拴住一根（固定好的mn）柱子（mnἰt）上。
(178)



在晚期埃及语中，词汇rmnyt（“领土、领地”）和义符[image: ]
 （N36）连写时，表示“运河”。

*r-qn（ἰ）（“垫子、篮筐”），λίκνον（4）（“扬谷去壳的篮筐”），用于盛放作为祭品献给得墨忒耳和狄奥尼索斯的初熟果实的圣篮。尚特莱纳将该词与λικμάω（“扬簸”）以及高卢语níthio和布列塔尼语（Breton）niza（“扬簸”）联系在一起。该词似乎源于埃及语*ἰrἰqmз（“制作、扬簸”）。

r-ḏrf（“到尽头”），晚期埃及语r-ḏr（“所有、全部”）、Nb-r-ḏr（“国王称号”）。λάθυρος，指的是“清洗”，并且是托勒密八世的别名。
(179)



r-ḏr，见下文第十章。
(180)




 “原因前缀”（R）dit

如塔卡克斯所写到的那样，埃及语动词rdἰ（“给予”）是许多存在于闪米特语和东库希特语中的亚非语词根“腐蚀”的结果。
(181)

 从这个埃及语动词那里，我能够找到唯一一个词形完整的希腊语借用词。拉达曼堤斯（Rhadamanthys）这个名字来自一个未经证实但完全恰当的埃及语名称*RdἰMnṯw，即“Mntw给予”“被Mnṯw给予的人”。拉达曼堤斯和他的兄弟弥诺斯与埃及和克里特的公牛崇拜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在第二卷中进行探讨。
(182)



和其他许多诺斯特拉语的情况一样，亚非语有一个表示原因的发音/s/，通常作为前缀出现。
(183)

 埃及语也有这个词形。不过，该词在很早之前便不再具有“构词能力”，换言之，不再添加到新的动词里。它的这一功能被rdἰ取代，添加到动词的将来时词形里。这个前缀在中期埃及语中变得极为常见。
(184)

 在极早阶段，词首r-被去掉，让位于dἰ或dἰt。维奇赫尔设计了一个详尽的列表，记录了dἰ在不同的科普特语方言中的转写。总之，它的名词词形是ti。不过，它在萨希迪方言和波海利方言中的代词词形分别是taa和tēi，并且在这些主要的方言中，它的定性词形（qualitative）是to和toi。
(185)

 这种类型的许多动词被转写进了希腊语里。


 希腊语对字首为Dἰ（T）—的埃及语动词的借用

*dἰtзq世俗体ditзq，科普特语tako（“摧毁、消亡、丢失”），τήκω（H）多利亚方言[image: ]
 （“融化、溶解、被丢失、变瘦、被消耗”）。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该词源于印欧语词根*teə2
 /tə2
 （“浸泡”，它不是tēkō的主要词义）。他们将-k和它的类似词形视为该词在一些希腊语不定过去时中的词形，但又承认该词在希腊语之外未曾找到。



dἰtἰr（y） tro（S） thro（B）“促使做”；[image: ]
 （H）“去做、完成”，尤其是“奴仆提供的服务、责任感”的词义。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该词与立陶宛语daraūdary/tî和拉脱维亚语darît“去做”存在着联系，尽管尚特莱纳有些怀疑。弗里斯克论证，动词“去做、制造”在晚近之时才变成抽象词，以至它们经常存在着许多变体，例如在希腊语中，便有πράττω、ποιέω和ἔρδω等词。我相信他弄错了，并且在其他许多词汇上也同样如此；希腊词汇像英语词汇一样，从不同的语言中进行借用而丰富自己：érdō是一个纯粹的印欧语；[image: ]
 来自埃及语；poieō来自闪米特语。Poieō将在第十四章中进行探讨，并且与prattō有关的难题将在第十七章中进行探讨。
(186)





dἰt‛з意为“获得巨大的荣誉”，其世俗体为ty‛з，科普特语为taiō；[image: ]
 意为“荣誉、尊敬”。尚特莱纳关注于词根ti-。他指出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和其他学者假设了一个印欧语词根*kw
 i或*kw
 ei，并且将它和梵语[image: ]
 （“尊重”）视为对应词。
(187)

 包括弗里斯克在内的其他学者认为它和tínō（“偿还债务或交纳罚金等”）联系在一起。（见下文。）尚特莱纳写道，如果学者们接受这一解释，基本词素ti-将失去所有意义。



dἰtἰnw意为“导致带来（ἰnw/贡品）”，意为世俗体为tyἰnw；科普特语tnnou意为“送、派人去取、搜寻”；τῑνω（H），通常写作τίνω，意为“偿还债务或交纳罚金、偿还”。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tínō和梵语现在时词形cinute是同源词，来自一个唇软腭音“观察、注意”。如尚特莱纳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它能够“出现在希腊语中，作为‘严惩、惩罚’使用吗？”他们认为，tínō中-n-是现在时中缀，并且*teis-或*teit-是词根。这些词的确将会成为梵语cayati（“复仇、惩罚”）的同源词。我没有理由拒绝-n-是该词根的组成部分。最不可能的解释是，一个由*kw
 i/*kw
 ei-s/t产生的纯粹的印欧语词形与更古老词义上的埃及语dἰtἰnw（“导致带来贡品”）之间存在着某种结合。我看到了一个更深远的复杂难题，它是由另外一个埃及语动词*dἰt dἰ的影响引起的，该词的世俗体写法为ty tw（“使给予”），科普特语词形为tto。



*dἰt mз‛，其世俗体为tymз‛，科普特语为tmaiō，意为“真实地呈现、证明合理、证明合理、赞美”；希腊语τιμή（拉丁化为[image: ]
 ）、多利亚方言τῑμᾱ和τιμάω（H）（拉丁化为timáō），意为“荣誉”
(188)

 （mз‛t本身将在下一章里进行讨论）。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从词义和词形上都反对这一词源分析。从词义上来讲，他们主张词义“真实”和“证明合理”与希腊语[image: ]
 没有任何关系。按照他们的观点，“它的词义是‘献给诸神和国王的（诸多）荣誉……奖赏、补偿’”
(189)

 。这一论证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科普特语tmaiō常常是对希腊语makariousi［“受祝福的”（神授予的荣誉）］、timân（“授予荣誉”）和timian poein（“获得荣誉”）的翻译。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都未考虑到mз‛t（玛特）观念在埃及文化中的核心内涵和广泛含义。该词不仅指“真实”和“正义”，也指宇宙秩序。赐予或授予mз‛t、dἰ（t） mз‛t是一种具有许多功能的王室仪式。其中的一项功能是确立和重申法老统治的合法性。
(190)

 [image: ]
 具有“献给诸神的礼物或祭品”这一词义，它可以在赫西俄德的诗篇中找到。
(191)

 与[image: ]
 相关的希腊语词汇也与dἰ（t） mз‛有重合词义。Timésis的一个词义是“评价、评估”，tímōrō的一个词义是“复仇、惩罚”，它们与dἰ（t） mз‛的基本词义“使变得公正”相吻合。“赞美”这一词义与作为“荣誉”的[image: ]
 非常吻合。总而言之，虽然这两个埃及语和希腊语词汇具有广泛的词义，但是它们的词义显然非常吻合。

我非常同意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认为timeo和tiō（“我授予荣誉”）基本上是关联词汇的观点，但在它们之间如何关联的问题上有分歧。他们认为这两个词汇都源于假设词根，该词根与上文提到的梵语词根ci/cāy（“注意、观察、尊重”）有关联（尽管如尚特莱纳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假设的关联是更为复杂和不可信的）。不过，我认为它们共同源于中期埃及语使役词dἰt，或更准确地说，来自被记录在世俗体中的晚期埃及语词形ty。timē、tiō和tínō中的长元音/ῑ/，表明这些词汇是在公元前2千纪末科普特语中的重读元音被弱化为/ə/之前传入希腊语的。这与来自希腊语的证据吻合：直到目前为止，这些词汇都未见于B类线形文字的文献中，但是它们在史诗中具有了牢固地位。这一埃及语词源分析解释了[image: ]
 和tínō之间的关联和不同，相对于那种将它们与梵语和原始印欧语进行不确定的、混乱不清的微弱联系，它们与埃及语的联系确实在语义上和语音上具有优势，并且关系更为直接。

*dἰt nqr（“筛选的理由”），τινάσσω（H）（τινάξαι，τινάγμος）
 （“颠筛、扬簸”）。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提及了奥古斯特·菲克“巧妙地”认为τινάξαι源于假设词根*κινάξαι，该词根源于κινέω（7）（“移动”，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192)

 这一词源分析存在着非同寻常的语音转变，词义上的关联程度也不甚密切。Kinéō本身需要一些假设的灵活空间来从根据印欧语词根*kəi-：*k·*-和中缀-n-进行解释，尽管它在所有的时态中都出现。尚特莱纳在解释长元音/ῑ/时碰到了难题。如果将它理解为源于迦南语qinåh（“狂热、热忱、妒忌”）似乎更为简便，这一词源分析则深入闪米特语中。


 结语

尽管前缀（R）dit-和r-先前让非埃及语言学者疑惑不解，但是自从17世纪科普特语研究在欧洲确立以来，科普特语学者熟知定冠词和常用前缀Pr-与它们修饰的名词和动词稳定连用的现象。由于在地名上极少出现例外，并且诸如πάν（“尼罗河里的鱼”）或*pзsgnnψάγδᾱν（“油膏”）这些术语在思想观念上可以接受，这些前缀没有被希腊语词典编纂学者当作可能的词源加以考虑。这一反常的空白只能用学术界的政治观念来解释了。
(193)








(1)
  参见第六章，注释23
 —24
 。在上文注释中提到pз源于一个存在于中部科伊桑语和原始亚非语的词形，指示阳性单数词形pn可能源于被弱读的pз，参见第三章，注释119
 —139
 。


(2)
  这些词语被切尔尼和格罗尔简化，参见Černy and Groll（1978，41-2 §3.1.2;43 §3.2;44§3.6.1）。


(3)
  参见Gardiner（1957，417-8）。


(4)
  参见本书第八章，注释75
 —76
 。


(5)
  参见本书第十九章，注释20
 ，以及Astour（1967a，313）。


*
 敏神，是埃及人崇拜的一位古老的神，有很多形象，最主要的形象是一位男神，左手握着勃起的生殖器，右手高举，拿着用于打谷的连枷；由此可知，他的主要职能是丰产神和生殖神。——译者注


(6)
  参见第一卷，第83页，以及第二卷，第129页。


(7)
  第二卷，第17页。


(8)
  Thompson（1947，193-4）.


(9)
  Pokorny（1959，842）.


(10)
  Neumann（1970，76-9）.


(11)
  博姆哈德认为诺斯特拉语词首ky［h］
 对应于原始印欧语k［h］
 。我好奇的是，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日耳曼语词汇中的/i/是否源于一个最初的滑音。参见Bomhard（1994，127）。斯基特（Skeat）否认kind和child之间的任何关联，参见Skeat（1897）；考虑到l和n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这一否定的确令人费解。


(12)
  Orel and Stolbova（1995，526 § 2520）.


(13)
  参见Hodge（1976b and 1991）。


(14)
  塔卡克斯的例子中*l的比率是15∶5，而*r的比率是8∶1，参见Takács’s（1999，86-92）。


(15)
  Hodge（1976b and 1991，172）.


(16)
  Chadwick（1973，538）.


*
 Nereíds，字面意思是“涅柔斯的女儿们”，她们是老一代海神涅柔斯（Nereus）的50个女儿，被称为“海仙女”或“海女神”，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Thetis）。——译者注


**
 Dryads，字面意思是“橡树/梣树的女儿们”，她们属于宁芙的一种，但本身也有不同的种类，或被称为“森林精灵”“树精”“树妖”等。——译者注


(17)
  关于Nēr源自闪米特语nahr，参见第十章，注释33
 —34
 ，关于它在拉丁语地名的使用参见第七章，注释96
 。


(18)
  参见第五章，注释21
 。


(19)
  1985年在剑桥大学，约翰·雷（John Ray）向我指出这一点。如注释11
 所指出的那样，ẖrd本身可能属于同一个语系。


(20)
  Jernstedt（1953，92-4）.


(21)
  Hymn to Delian Apollo
 ，120-1，trans．Evelyn-White（1914，333）.


(22)
  Apollonios，Lex Homerica
 Φοιβος．Attributed to Hesiod，trans．as Frg．8 by Evelyn-White（1914，283）.


(23)
  Müller（1824，2:6 § 7）.


(24)
  另见Farnell（1895-1908，4:140）。


(25)
  参见第五章，注释157
 —158
 。我的这一发现最初于1997年发表，参见Bernal（1997a，90）。


(26)
  Herodotos，2:143.埃劳德指出καλοςκαγαθός的译法表明πυραμίς参考了一个处于上位层的埃及语词汇，参见Lloyd（1988，110）。兰斯伯格接受了我提出的πυραμίς源于pзmr的观点，参见Rendsburg（1989，75）。


(27)
  For the Coptic form，参见Gardiner（1947，2:177）。


(28)
  参见第二卷，第141—142页。


(29)
  Loprieno（1995，47-8）.


(30)
  波科尔尼没有将ϕήνη归入词根*bhā-、*bhō-、*bhə-（“发光”）的词条之下。


(31)
  第六章，注释12
 。


(32)
  参见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426-30）。关于19世纪的传统观点，参见Benfey（1842）和Curtius（1879）。另见Kammerzell（1994b，32）。


(33)
  关于希腊语中表示父名的-i（á）d s的埃及语词源，参见上文注释16
 、17
 。


(34)
  Iliad
 1．188-9;22.27，45，113，118，294，and 333;21.306;22.194 and 278;23.30．Odyssey 24.23.


(35)
  Iliad
 20.164-75.另见，18.318-23，和24.41-4。


(36)
  尚特莱纳否认了ʼΑχαιοί的可能词源是ἰqwš，在13世纪，“海上民族”的一支劫掠了埃及，参见Gardiner（1961，270）。尚特莱纳放弃了所有寻找ʼΑχαιοί的印欧语词源尝试。


(37)
  Thompson（1947，198）.


(38)
  The Miniature Frieze，Room 5，South Wall，the West House．Illustrated in Morgan（1988，137-41）and Doumas（1992，68-81，pll．36-48）.我在1997年首次提出这一词源，参见Bernal（1997a，89）。


(39)
  埃及语rn不是亚非语，但是源于尼罗语。其他从尼罗—撒哈拉语借入埃及语的词汇包括dp（“味道”）、ḥpt（“桨”）、ἰb（“角”）和wn（“沙漠野兔”），参见Takács（1999，38-45）。


(40)
  否定词ἄϕρων“不带ϕρήνʼ”中的发音/ō/被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解释为可能是“重读音节后挨着浊音的e”演变的结果。他们给出这一现象的其他例子，参见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144，n．15）。


(41)
  Vernus（1982）.


(42)
  Onians（［1955］1988，37-9）.


(43)
  关于埃及文化中肾脏的讨论，参见第十一章，注释2
 —4
 。


(44)
  Takács（1999，51-2）.


(45)
  Szemerényi（1977，9）.


(46)
  Onians（［1955］1988，37）.


(47)
  Onians，第19—20页。


(48)
  Fontenrose（［1959］1980，24-7）.


*
 拉庇泰人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一个族群，生活在色雷斯，以好战著称，曾随希腊舰队参加了特洛伊战争。——译者注


(49)
  参见本章注释139
 —141
 和176
 —177
 。


(50)
  Kallimakhos，Hymn 1.1.3，quoted in Bulloch（1989，10）.


(51)
  Loprieno（1995，41）.


(52)
  参见本书第十八章，注释60
 ，以及第十五章，注释88
 、91
 。


(53)
  汤普森认为该词源分析“混淆不清，疑点重重”，但是认为它可能与“麻雀”存在关联，参见Thompson（1966，335）。


(54)
  本书第二十章，注释173
 。


(55)
  参见本章注释53
 。


(56)
  Farnell（1895-1909）4:314-5和Green（1990，590）。参见第十八章，注释82
 ，以及第十九章，注释142
 —159
 。


(57)
  参见第七章，注释13
 。


(58)
  达尼埃尔接受后缀-eus是希腊语的观点，参见Daniel（1971，61-4）。关于我对此的否定观点，参见第六章，注释9
 —12
 。


(59)
  Bernal（1985 76）.


(60)
  参见Edel（1978，120-1）。传统观点认为阿卡德语/š/与埃及语/s/相对应，我曾使用了Pasiyara这一词形。Sr的发音为*sir是伊特鲁里亚语zil（“统治者或法官”）的强化，后者无疑是来自埃及语sr的借用语。


(61)
  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96）.


(62)
  参见第八章，注释24
 。


(63)
  在其他情况下，清音塞音允许该唇音转写为b-，如*pзἰty（“君主”）/βάττος（“利比亚国王”）和*pзhnw/βανωτός（“花瓶”）。


(64)
  Chadwick（1973，399）.


(65)
  Szemerényi（1966b，29）.


(66)
  Palmer（1956，1965 and 1984b）;Niemeyer（1982a and 1982b）.另见，Catling，Cherry，Jones and Killen（1980）。


(67)
  Lejeune（1987，46）.


(68)
  参见Szemerényi（1966b，30-1）。浊音gw
 i是个例外，它变成了bi。


(69)
  Chadwick（1973，389）.


(70)
  Chadwick（1973，389）。


(71)
  Lejeune（［1972］1987，43）.


(72)
  Bernal（1990）.


(73)
  Bernal（1987b，14）and（1990，115-6）.


(74)
  在B类线形文字中存在印欧语唇软腭音被写为pa的例子，参见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96）。查德威克仍然关注他和文特里斯的早期结论（82），即希腊语pas/pan（“全部”）与pa连写。当时的传统观点认为它源于词根*kwant-，参见Chadwick（1973，399）。尚特莱纳接受该迈锡尼拼写使得这一词源分析变得“过时”的观点。他凭借吐火罗语B发现了一个字首p-的复数词形。弗里斯克似乎不知道这一“发现”，仍保持自己的传统的并且确实很吸引人的词源分析。


(75)
  相关例证，参见Lejeune（［1955］1987，46-7 § 33）。


(76)
  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204-5）.


(77)
  在现代希伯来语中，外来词转写时使用quf和tet而非更频繁地使用kaf和tav（虽然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后几个词形前面添加一个元音时会导致摩擦音的出现）。无论怎样，该罕见字母表明该词汇为外来词。日本使用片假名字音表来表示外来语词汇，而不使用更常见的平假名，它没有任何歧义。


(78)
  加德纳的例子，参见Gardiner（1947，1:175 and 2:6，155）。


(79)
  第六章，注释9
 —12
 。


(80)
  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献，参见Edel（1978，120-1）。


(81)
  参见第六章，注释9
 —12
 。


(82)
  参见Farnell（1895-1909，5:272-9）。


(83)
  Jablonsky（1804，416）.


(84)
  参见第十二章，注释26
 。


(85)
  参见第八章，注释60
 —63
 。


(86)
  Erman and Grapow（［1926-1953］1982，4:432-3）and Gardiner（1957，173）.


(87)
  Gardiner（1957，416-8 §511）.


(88)
  Hopkins（1976，268）and Bernal（1990，104）.


(89)
  Onians（［1955］1988，120，n．4）.


(90)
  Benveniste（1932，165-8）.


(91)
  Pokorny（1959，146）and Schwyzer（1939，1:329）.


(92)
  参见第二十二章，注释241
 。关于这一法庭地点的详细描述，参见Frazer（1898，2:375-8）。另见Kourouniotes and Thompson（1932）。


(93)
  Gardiner（1957，497）.


(94)
  参见第二卷，第588页，注释113。


(95)
  关于这一词源的探讨及词汇πηγή源于埃及语pgз（“喷出”）的讨论，参见第二卷，第94—95页。


(96)
  Iliad
 1.155.关于拉里萨与菲提亚的等同，参见Inscriptiones
 Graecae，41：5.542.32。当然，荷马时代的菲提亚统治者是阿喀琉斯，关于他名字的闪米特语起源，参见上文注释36
 。


(97)
  参见Gauthier（1928-31，2:42）。后来的铭文将PзTз简化为Pt，参见Gauthier（1928-31，2:154-5）。


(98)
  关于诺斯特拉语词根，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239，n．44）。


(99)
  Chadwick（1973，493-4）.


(100)
  关于埃及语，参见Foster（1974，5-6）。关于希腊语，参见Onians（［1955］1988，54-5）。


(101)
  Palatine Anthology
 12.157 trans．in Onians（［1955］1988，55）.


(102)
  感谢康奈尔大学教授金·海恩斯—艾岑（Kim Haines-Eitzen）提供这一文献。


(103)
  本书第八章，注释61
 以及Erman and Grapow（［1926-53］1982，5:350-1）。


(104)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俄耳甫斯秘仪以及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原文为“Anaxamines”，疑误——译者注）的宇宙起源论中，Pneûma扮演着核心角色。参见Onians（［1955］1988，250-2）和Guthrie（1962，127-8）。


(105)
  Jasnow and Zauzitch（1995）.


(106)
  甚至极具怀疑精神的艾伯特·鲍姆加登（Albert Baumgarten）也赞同斐洛的一些材料可以追溯到第二千纪的观点，参见Baumgarten（1981，266-7）。


(107)
  Preserved by Eudemos in Damaskios，参见Jacoby（1923-58，3:784:F.4）。另见Baumgarten（1981，110-1）和West（1971，28-9 and 1997，284-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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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希腊语中重要的埃及语词汇（第一部分）

本章和第十一章主要谈论埃及文明中一些核心术语对希腊语的影响。就这些术语本身而言，它们正是那些人们应该预料到传出的词汇。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它们实际上为许多不是或者极有可能不是源自印欧语的希腊语词汇提供了可能的词源。


 1．NṮR/Kз

表示nṯr [image: ]
 （R8）的象形符号是在一根杆上缠绕着一块布。它广泛地象征着包括已故君主在内的诸神的神圣性，并且也象征生命力。更难进行定义的是kз[image: ]
 （D28），即“拥抱的手臂”：它是一种精神或埃及人灵魂的一种、凡人或神灵的化身、代理人或幽灵（doppelganger）。有趣的是，nṯr和kз可能拥有共同的起源。埃及语的/ṯ/源于早期的/ky
 /，/з/作为流音/r/或/l/使用，在上文第八章中已经讨论过。
(1)

 这样，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词形*enkera，在其中，最初的音位变体导致的异体词形/k/和/ky
 /在音位上截然分开，并且腭音化的异体词形失去了它的字首发音/n/。事实上，这个假设的原词形（proto-form）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比伦和夸拉（Kwara）的中库希特语中的inkēra和enkerā，即“灵魂、生命”。弗朗茨·卡利切（Franz Calice）在他1936年出版的遗著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但是，维尔纳·维奇赫尔并不理会它们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语言与埃及语的相似之处是如此之少”
(2)

 。我并不认为这些相似性可以如此轻易地忽视，因为库希特语和乍得语明显保留了许多非常古老的亚非语特征。更为晚近的学者很好地接受了非洲语言学大家卡尔·迈因霍夫（Karl Meinhof）写于1915年的观点：

当前，语言学家中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认为非洲的一些“含米特”语言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淘汰了的闪米特语言。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由于含米特语言中正在使用的词形仅仅作为基本的残余出现在闪米特语中，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如下假设，即含米特语比闪米特语更为古老。
(3)



相较于先前的学者，当维尔纳·维奇赫尔研究闪米特语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宽容。他促使大家关注其所谓的“令人惊讶的”类似，这种类似存在于他重构的早期埃及语[image: ]
 和古兹语[image: ]
 （“朝圣者、陌生人、其他的人”）之间，后者带有一个形容词manker（“奇迹般的、令人惊讶的”）。
(4)

 除了最后一个词汇之外，它们之间的语义类似给人留下的印象远不如那些比伦方言和夸拉方言词汇之间的语音类似深刻。




Nṯr与῎Ανθος等词。
 在他们对我的著作进行评论时，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认为我提出nṯr“在希腊语中有五种不同的发音”的观点是荒谬的，令人无法容忍的。
(5)

 然而，汉语借用进日语或罗曼语借用进英语时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类似性使我给出的数字本身无懈可击。例如，英语中经常并且分别借用的两个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单词：camera（“拱门、拱顶”）和cantare（“去歌唱”）。Camera是通过法语才变成“chamber”（房间、会议厅）的，通过意大利语衍生出in camera（秘密地）这一法律术语。我们称之为“camera”（照相机）的现代摄影器械即照相机这一单词源于camera obscura（只有一个双透镜作为唯一光线来源的暗室）。语音差别更大的衍生词源于cantare一词：“cant”（行话）来自法语北部方言，“cantata”（大合唱）源于意大利语，“chant”（吟诵）以及最后的“sea shanty”（船歌）源于现代法语祈使语气词形chantez。
(6)

 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对罗曼语方言的发展及其发生借用的时代时期，都会有一个适度详尽的了解。如果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拉丁语canere（“歌唱”）、camera（“拱顶”）和英语“chant”“cant”“cantata”“shanty”“chamber”“camera”，那么我们只是知道了几组语义语音上存在着模糊的相似之处的词组，却没有掌握传统印欧语研究专家所要求的清晰准确的规律。不过，可以确定它们都是从罗曼语中借用而来的词汇。
(7)



在东亚语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如表示“百灵鸟”或“云雀”的汉字在现代汉语中读作lìu。它在日语中有八种不同的读法：ryū、ru、bō、hyū、mu、kyu、gu和ryō。因此，与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不同的是，我毫不犹豫地相信比源词汇lìu在语音上更为复杂的古埃及语nṯr可能会有“五种不同的发音”。

因此，我们应当单独考查那些被提出的来自nṯr的词源说明。被提出的最重要的衍生词是希腊语ánthos，它需要一些解释。被认为是ánthos的印欧语词源的是一个假设的词根*andh或*anedh，指的是“凸起、发芽、生长、开花”。波科尔尼认为这一词根来自ánthos本身以及如此之牵强的吐火罗语词形ånt（“平原”）。
(8)

 该词群中唯一与ánthos之间存在着可能的语义类似的是梵语ándhah，即有魔力的“苏麻植物”（soma plant），它被认为具有赐予永生的魔力。弗里斯克坚持认为ánthos和ándhah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无法证明的”，尚特莱纳也完全怀疑它。
(9)



关于ánthos来自埃及语nṯr的词语演变情况，有更为可靠的证据证明。在语音方面，以-r结尾的单词即使在中期埃及语中也是不稳定的。
(10)

 nṯr中的-r的发音在科普特语nute中完全消失。这种消失表明nṯr到ánthos的语言借用不必定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期，因为这种以-r结尾的单词可能已经存在于希腊语中。围绕着anthos的词群包括多个以-r结尾的词形：antharion（“丘疹”）、antheros（“芬芳的”）、antherikos（“常春花”以及“小麦芒，或小麦穗本身”）。Α̕θήρ（H）（“尖锐的小麦穗”）是埃及宗教中奥西里斯和希腊埃琉西斯秘仪中的神圣符号。
(11)

 从这点来看，nṯr（“神圣的”）作为这个词汇的词源，是完全恰当的。尽管在其中的绝大多数情况中-r可能是一个词形成分，但它还有可能是该词根的一部分，并且在其他词语中被丢掉了。字首增添元音ἰ-可见于科普特语复数词形entēr（B）和ntēr（S）（“诸神”）中。

普林尼（Pliny）在其《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一书中写道：’αθάρη（2）（“面粉烘盘？”）是“一个埃及语词汇”。
(12)

 尚特莱纳写道，这一衍生词似乎被在一份纸草文献上证实的词汇证明。无论如何，他强调“这个词汇无法证明任何有关的词源演变内容”，这并不是说他本人不能发现一个词源。虽然他否认与athēr有关的任何关系，但他确实承认那个通俗词源可能与两个词形有关联。面粉糊（four pastes）在围绕奥西里斯的死亡与重生的进行的仪式中的使用，的确使普林尼的观点变得非常可信。
(13)



从语义学上来说，19世纪的埃及学专家海因里希·布鲁格施坚持nṯr是“一种最重要的力量，它周期性地出现，创造并生产万物，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使它们恢复青春活力”
(14)

 。值得一提的是，从那时起，埃及学专家们在定义、解释nṯr方面一直有所进展，但是这个术语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仍然继续困惑着他们。许多“智慧经典”暗示在一个地方存在着唯一的神，但在别处用复数词形nṯrw，表示诸神全体。
(15)

 在某种意义上，nṯr（w）是超然的，至高无上的，但他们在更多的时候又是无处不在的，它们不仅仅存在于太阳、月亮以及空气中，亦存在于泥土和尼罗河里。它们的核心本质是转变和重生的意义——ḫprw。
(16)



花朵显然是这种重生的象征。在希腊’ánthos并不仅仅表示“花朵”，它同时也具有“生长、青春之花”的意思。许多迹象表明，古埃及人认为花朵具有深远的宗教意义。例如，实际上每一次奉献牺牲或祭品时都突出显现花朵，这些花朵通常被系在石棺的前端以表爱慕和崇拜。从埃及宗教经典中，我们也能够清楚地发现，花朵可以象征诸神或者被祝福的亡灵。此外，如埃及学专家汉斯·博内（Hans Bonnet）所写的那样：“它们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们还有更深的含义。诸神本身存在于花束中。”
(17)



花朵和被祝福的亡灵在希腊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也被联系在一起。
(18)

 爱奥尼亚人的节日安泰特里亚节（Anthesteria）在2月份举行，这时花朵开始绽放。在庆祝节日的同时，Kēres即“亡者的灵魂”（该词的古埃及语词源，将在后文探讨），被认为从坟墓中爬出后在街头游荡。
(19)

 该神话故事说明了重生与永生之间的联系。在同一季节，德尔斐和科林斯都有举行类似的节日。
(20)






Snṯr，ξάνθος。
 Ánthos源于nṯr的词源关系因为其他相关的词源分析而变得更可信。第一个例证是xanthos源于snṯr（其科普特语词形为sonte，该词本身可能源于主动分词*sanṯir）。Snṯr是依附于词根nṯr的使役动词。因此，它既有“使神圣”之意，又有“通过香火奉献（牺牲、祭品）”的特定含义。人类以向上飘的有气味的烟为媒介来接触诸神。更为具体地讲，snṯr指的是叙利亚笃耨（terebinth）的树脂，该种树脂被当作熏香来使用。
(21)

 那么，如雅各布·格林姆（Jacob Grimm）所提倡的那样，我们可以求助于《词语与事物》（Wörter und Sachen
 ）中将语言和其他类型的证据联系起来的语源学分析方法。
(22)

 从公元前14世纪发生在土耳其南部海岸乌鲁·布伦（Ulu Burun）附近的著名沉船事故中，我们可以获知，snṯr在青铜时代被希腊语广泛借用。
(23)

 树脂的颜色种类，从棕色到黄色不等。笃耨τέρμινθος（4）/τερέβινθος（LXX）可能源于*dзb nṯr［“圣无花果（树）”］尤其因为términthos用作医学词汇时描述的是肿瘤，σύκονsýkon（“无花果”）同时也有一个相同的次要含义。
(24)

 尚特莱纳在没有任何词源说明的情况下，将τερέβινθος视为一个下位层词汇。（有关神圣无花果树的观点，参见下文。）若埃及语词源*dзb nṯr是正确的话，这就要求*dзb nṯr在被第一次证实之前的数个世纪之前流音/з/便已存在。

反对xanthos一词来自snṯr的词源演变的语音原因是字首音/x/，并且迈锡尼名称Kasato可能指的是Xanthos（赞瑟斯）。然而，/ks/中的字首音/k/或许是一个柔和的摩擦音而不是一个爆破音。
(25)

 因此，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带有诸如ks或ps等咝音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汇转写进希腊语。
(26)



与语音上的细微困难相比，snṯr与xanthos在语义上极为接近。该希腊语词汇有“棕色、黄色”以及“神圣的”之义，尤其用于形容头发。
(27)

 它也具有芳香的含义，尤其是熟肉和latex的味道，latex指的是最后几滴带着飞溅声落入盆碗的乳汁。还值得注意的是，据《伊利亚特》作者的说法，在“诸神的语言”中，赞瑟斯是特洛亚德河流的名字。它被认为是宙斯的神圣孩子。
(28)

 作为河流的名称，最著名的是，赞瑟斯与火及火焰联系在一起。
(29)

 该河流站在特洛伊人的一边，与阿波罗、阿耳特弥斯、勒托等人并肩战斗。并且，他被认为足够强大，以至可以和赫淮斯托斯相提并论。
(30)

 在这场战斗中，荷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场景，这条河燃烧着熊熊烈火。
(31)

 另一方面，这条河流被描述成反映了特洛伊城前的熊熊火光。
(32)



荷马认为，神圣的赞瑟斯的对应物，在人类的语言中被称为Σκάμανδρος（斯卡曼德罗斯）。
(33)

 在第十三章中，我将讨论闪米特语咝音在希腊语中的翻译。闪米特语/š/的一个希腊语译法是/sk/。由此，Skamandros（斯卡曼德罗斯）的辅音结构是√šmn，后者表示的是西闪米特神伊斯穆恩（Ešmun），阿波罗的对应神。并且后者也表示为彼奥提亚的伊斯墨诺斯（Ismenos）河以及当地对阿波罗·伊斯墨尼俄斯（Ismenios）的崇拜。
(34)



如上所述，词汇Xanthos不仅仅单指颜色。它的特质显然是令人向往的，它具有神性和魔力的内涵，并与火焰的光亮、烹饪和香味有关。虽然没有理由怀疑描述阿喀琉斯的头发时所使用的xánthō指的是黄褐色，但事实上，这种颜色符合他作为狮子的形象。
(35)

 头发也是神圣的，因为他的父亲把它献给了斯佩耳刻俄斯（Sperkheios）河，并在那里举行了焚烧仪式。
(36)

 用于描写得墨忒耳等神灵或墨涅拉俄斯等英雄的xantho，不太可能只是意味着他/她们有“颜色好看的头发”。相反，Xanthos主要表示他/她们的神性。

另一迹象表明，xanthos的基本含义是“通过火献祭”，并且它的其次含义是“黄色”，该词义源于历法和神话的综合来源。首先，xanth-出现在马其顿节日名称Ξανθικά（Xanthiká）和显然位于早春时节的月份名称Ξανδικός（Xandikós）或Ξανθικός（Xanthikós）中，作为词干使用。这一用法可以为snṯr的另一个明显的译名提供一个关联，这个译名表示一位被称为Sandon、Sandan、Santas或Santa的神。d/t的替换很容易被解释，因为在晚期埃及语和安那托利亚语言中，舌音被中和。

桑顿（Sandon）在距离特洛亚德的赞瑟斯神河不远的吕底亚和西里西亚受到崇拜。在西里西亚，桑顿最著名的崇拜中心位于塔尔苏斯（Tarsus）。在这里，他的一个塑像每年都在一个巨大的柴堆上燔祭。詹姆斯·弗雷泽说，这个场景作为一个城市的特征被铸刻在它的钱币上。
(37)

 该崇拜带有许多独特的安纳托利亚特征，但是显然与推罗人信仰的神梅尔卡特（Melqart）相关，希腊人将他视为赫拉克勒斯。梅尔卡特的塑像每年在推罗燔祭，可能与在希腊语中被称为“赫拉克勒斯的觉醒”的节日有关。这个节日在早春举行，与复活有关。
(38)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桑顿/桑塔斯（Santas）被燔祭与从巴比伦到加的斯（Cadiz）一带的一系列崇拜和节日有关。据弗雷泽的观点，他们都浴火成神。
(39)

 他还指出，赫拉克勒斯被放在柴堆山燔祭的节日是为了纪念他在俄伊塔（Oita）山被烧死。
(40)



Xanthos和梅尔卡特—赫拉克勒斯—桑顿之间更为具体的联系是鹌鹑和鸽子。阿里斯托芬将一只烤鸽描述为“极好的和xanthos”，在这个语言背景中，xanthos暗含的意义是“好吃的”而非“黄色的”。
(41)

 在将鹌鹑献祭给腓尼基的赫拉克勒斯的希腊解释中，传说赫拉克勒斯是在利比亚被堤丰杀死的。
(42)

 很显然，这个解释暗指奥西里斯被塞斯谋杀。在晚期希腊语中，他的名字是堤丰并且他的家被认为在利比亚。赫拉克勒斯获救了，他的忠实的仆人Ιόλαος将烤鹌鹑放在他的鼻子下，赫拉克勒斯在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中复活了。因此，就出现了谜语“为什么鹌鹑比赫拉克勒斯更强壮？”。当然，这个故事类似于神在其感兴趣的祭品和焚香的香气中觉醒。
(43)

 弗雷泽似乎合理地将献祭和神话与每年3月地中海东部鹌鹑的迁徙活动关联起来，将它们与春天和神圣的复活联系在一起。他进一步指出，塔尔苏斯铸有柴堆图案的一些钱币上，还刻有铭文’ορτῠγοθήρα（“狩猎鹌鹑”），这可能“指的是狩猎鹌鹑并放在柴堆上烧烤的习俗”。
(44)

 因此，桑顿/桑塔斯、Xanthiká和xanthos便似乎合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们都是由火和奉献的主题以及snṯr的意义联结在一起的。甚至许多世纪之后，这个词显然是一个表示颜色的术语，柏拉图将其描述为“火焰红与明亮白的混合色”
(45)

 。

重新回到snṯr的基本词义“使成圣”：博学的卡利马科斯将古代城市特洛伊曾称为ξάνθοιο。注释者解释，这名称是来自一个国王的名字赞瑟斯，并且没有其他任何材料记载过这个说法。维拉莫维茨将其译为“美发的特洛伊人的城镇！”。最支持在这种语境下将xanthos仅仅解释为“神圣的”的做法的学者是迈内克（Meineke），他提出用xanthos替代ζαθέοιο。
(46)

 尚特莱纳将ζάθεος（H）（“最圣洁”）置于在含有表示强化的前缀za-的词群里。尽管他可能是对的，但是也很难排除这个词语也源于snṯr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从snṯr到xanthos的词源说明中，语音对应合理适当，语义匹配复杂巧妙且令人信服。此外，无论是弗里斯克还是尚特莱纳均不接受以前提出的印欧语系词源。





Snṯr、Σίντιες
 和Σιντοί
 。
 在《伊利亚特》第一卷中，荷马复述了宙斯无情地将赫淮斯托斯扔下奥林匹斯的故事。匠神直到掉到他的火山岛利姆诺斯才算落地，在那里，他被忠实的辛提人（Sinties）照顾，这些人在其他文献中被描述为该岛的原始居民。
(47)

 有时，辛提人这个名称指的是“强盗”，这是因为它含有词干sin-（“抢劫”），这一内容将在下文探讨。
(48)

 由于将神圣和火结合在一起，这一名称更有可能源于snṯr。由于没必要解释这些名称，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没有为“辛提人”提供词源解释。





Snṯr、Σάτυροι
 和ΣάτραιM
 。
 其他源于snṯr的派生词包括Sátyroi（ Satyrs）和Satrai（“色雷斯的一个部落”）。弗里斯克尝试着提出，这些名称是来自希腊语内部或来自伊利里亚语的借用词。尚特莱纳认为这两个名称有关联，并且它们是希腊语中的借用语。他更为谨慎，指出它们没有被确定的词源。阿斯特提出它们来自闪米特语词根√str（“掠夺、摧毁”）。
(49)

 尽管语音极为类似，但是就一个来自snṯr的衍生词而言，它们之间的语义对应是模糊不清的。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萨提尔和萨特莱人（Satrai）都与狄奥尼索斯崇拜仪式相关，并且与生殖器崇拜或阳具崇拜相关。
(50)

 认为埃及语对爱琴海北部周围地名产生了影响的观点，因为阿拜多斯和普里阿波斯（Priapos）的存在以及它们与奥西里斯阳具崇拜的关联，而变得不太荒谬，这一问题已在上一章探讨。
(51)

 在这个词源分析中，不存在大的语音障碍。希腊人在翻译埃及Пενθός语词汇或名称时常将中缀-n-丢掉。
(52)

 -n-也有时候在希腊语中被其后的齿音同化。
(53)







*Bзsnṯr、Βρένθος
 和Πενθός
 。
 科普特语和埃及语中包含重音的复合词汇，其第一词素和第二词素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这样祭司的等级名称在埃及被称为ḥm nṯr，在科普特被称为*hom和nute，成为已被证实的词汇hont。
(54)

 围绕希腊语词汇βρένθος（6）的词群难住了词典的编撰者们。该词含有“水禽、自豪的、傲慢的、香气、植物、坟墓”之意。弗里斯克直接写到“事实上，所有的词源解释都无最终定论”。尚特莱纳声称：

如果我们从鸟的名称开始，将不会找到该词的任何词源。与植物和香气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词义，可能存在着一个非印欧语词源。这在本文中所收集的词汇中，我们应该根据各自独立的词源将它们区分为两组：一组是鸟和傲慢，另一组是植物或香气。

这两位学者，没有一位论及赫西基奥斯将brenthos和tumbos当作“坟墓”使用。

词汇brenthos的各种含义可能都来自一个单一埃及语词源。Bз或Ba是埃及认为的诸多灵魂之一，巴（Ba）尤其是指复活亡者的灵魂或飞出坟墓后返回并滋养身体的灵魂。它最初被写作[image: ]
 （G29），一种通常和鹳相关的鸟。
(55)

 从第十八王朝开始，这个符号与许多不同符号成为交替符号，明显的有[image: ]
 （G53），埃及学专家们仅仅把它看成bз的一个变体写法。正如加德纳所指出的，这个象形文字由两部分组成：人头鸟Ba和“火盆”[image: ]
 （R7）snṯr。
(56)

 路易斯·扎布卡尔（Louis Zabkar）在对Ba的详细研究中，提到它在新王国时期更进一步被强调，“晚期”的铭文中存在着对一些Ba飞到天上并变成神化的nṯr或snṯr的描写。他没有提及新的象形文字的采用。
(57)

 基于我所认为的希腊语衍生词，我确信就如[image: ]
 *kз nṯr（将在下一节讨论）一样，象形文字的两部分都经过了语音处理。既然如此，[image: ]
 应该读作*bз（s）nṯr。

它与brenthos之间存在着很好的语音类似，尤其是如果这个词汇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中缀-s-弱化之前传入希腊。/з/的辅音化也表明该词是一个早期借用语。

它们之间存在着准确的语义匹配。作为鸟类或昂首阔步的鹳，Ba可以解释傲慢自大。正如snṯr之于xanthos，*bзsnṯr中的snṯr意指焚香和香气，特别是与死亡、葬礼和坟墓相连的没药的香气。巴鸟在坟墓周围徘徊。关于这个概念和词汇可能是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才传入希腊语中的观点，因迈锡尼时期描绘灵魂鸟的图像而变得更为可信。埃米莉·弗穆尔（Emily Vermeule）明确提出，这些词汇源于埃及语bз。
(58)

 她写道：“毋庸置疑，埃及的Ba-soul是希腊灵魂鸟及其神话衍生形象塞壬和哈耳皮埃（Harpy）的原型，她们都与死亡有着强烈而又持续的关联。”
(59)



[image: ]
 ，即塞壬女妖们，为灵魂鸟和哀悼之间提供了一个联系。尚特莱纳用“模糊难解”来描述这个名称的词源。莱维认为该词源于闪米特语*s（š）îrḥēn（“优美的歌声”），无论尚特莱纳还是弗里斯克都没有提及他的观点。
(60)

 S（š）îr和Sirens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她们最主要且唯一的特征无疑是她们的歌声。然而，第二要素则争议颇多。维克托·贝拉尔倾向于[image: ]
 （“诱惑的歌曲”）。
(61)

 他认为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闪米特语词根，但是我仅能在阿拉姆语里找到它。Seirēn现在已在迈锡尼文字中找到，它不太可能是来自阿拉姆语的借用语。另一个可能的词源是词根√>
 an（“呻吟、哀悼”）。它在希伯来语中为>
 ånåh或＞ånaḥ，在阿拉伯语中为>
 anna。弗穆尔在她的著作《早期希腊艺术中的死亡》（Death in Early Greek Art）中收录了一个阿提卡黑绘陶碗的插图，碗的边缘绘有哀悼者的图案，环绕碗的四周是塞壬女妖的图案。
(62)

 在上述提到的引文中，她指出塞壬们“与死亡有着强烈而又持续的关联”。例如，她们拥有一个“鲜花盛开的草地”，即λειμω̑νἀνθεμοεντα。
(63)

 弗穆尔还描述了一口出土于塔那格拉的迈锡尼时代的棺椁，绘有“一只鸟昂首阔步地穿过两名士兵身后鲜花盛开的草地”的图案。
(64)

 这使人想起埃及人的天堂或者Sḫtἰзrw（“芦苇地”），它们将在本章稍后的内容中进行讨论。
(65)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对他第一次听到的夜莺鸣叫感到失望。他原本希望并想象它像人一样歌唱！然而，许多文化，包括那些操闪米特语和操希腊语的族群在内，提到鸟时使用的是“歌唱”。莱维和贝拉尔都提到《传道书》（Qohelet）中使用的短语bənôt haššir，其字面意思为“歌的女儿们”。
(66)

 他们将这一短语理解为与塞壬类似的神话人物。不过，诗句指的是啁啾的麻雀。因此，大多数注释者认为bənôt haššir指的是鸣叫的鸟。此外，这些鸟常常同哀悼联系在一起。哀鸠不是唯一一种同哀悼相关的鸟。

另外，哀悼者可以成为鸟或代表鸟。在埃及，伊希斯和奈芙蒂斯（Nepthys）——奥西里斯的哀悼者——是葬礼上被两个妇女代表的ḏrty（“两只鸢”）。
(67)

 阿波罗多罗斯曾两次提到哀悼者变为鸟。
(68)

 因此，在埃及和希腊，歌曲、鸟和哀悼似乎是同Ba或灵魂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核心象征。词典编纂学者们将词汇Πενθός（H）（“哀悼”）、πενθέω（“我哀悼”）以及其他衍生词归入πάσχω（“经历”或“遭受”）的词条之下。尽管paskhō中存在的/a/，有时候是/o/，但是他们还是通过未来的词形¦Ðεί¦ ομαι来证明它是penthos中的/e/。paskhō和penthos之间语义上的差距甚至大于语音上的差距。它更有可能是*Bз snṯr在/з/失去辅音值之后被借用到希腊语中产生的一个衍生词。它的主要难题是要求词中音/s/在希腊语发生普遍转换之后被去掉。

迈克尔·阿斯特指出，被酒神女信徒（Bakkhai）撕成碎片的彭透斯（Pentheus）是狄奥尼索斯酒神的替身神，他本人又以巴库斯（Bakkhos）或巴克乌斯（Bakkheus）而为人知晓。阿斯特似乎合理地认为，该名称来自西闪米特语båkūy（“被哀悼的”），即动词√bky的被动分词。他将这个词汇视为一个闪米特语—希腊语的成对词。
(69)

 我认为，它是希腊语中的一个埃及语—闪米特语成对词。在第十八章中，我将举一个例子，即拉丁神利伯尔（Lῑber），也就是狄奥尼索斯和巴库斯的对应神，来自埃及语词汇rmἰ（“哭泣”）。
(70)







*Kзnṯr；κάνθαρος，καθαρός
 。
 在这里，我们将转向nṯr中的-n-的保留与丢失之间的交替现象，它们可见于词义相关的两个词汇kántharos和katharós。弗里斯克认为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词汇的词源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并且尚特莱纳也没有提出任何词源，尽管他尝试性地提出kántharos来自“下位层”语言。Katharós指的是“干净、清洗、纯洁”，表示“圣甲虫、一种鱼、一种船、植物、阿庇斯公牛舌头上的标记和带着大耳的杯子”。
(71)

 不过，尽管接受了这一词义，仍然遗留了一大堆其他未解释的词源等待解决。因此，这个希腊语词汇的语义显然需要一个词义模糊且与宗教有关的埃及语词源。我相信这个词可以找到，即埃及语词汇*kзnṯr（“圣灵”）。词前加一个星号，是因为埃及学专家没有认出这样的词形。由于他们未将[image: ]
 与[image: ]
 区分开，所以他们经常将[image: ]
 （D29）单纯地当作kз[image: ]
 （“灵魂、灵”）的一个交替词使用。下半部分[image: ]
 （R12） iзt（“旗杆”）是一个广泛用于表示神灵的符号。因此，[image: ]
 作为表示合成词*kзnṯr的符号，极有可能是一个词源。这个假设因两个科普特语词汇ktēr或kater（“牛犊”）和kente（B）、kentē（F）或knte（S）（“无花果（树）、圣树”）而变得更加可信，前者可能与阿庇斯公牛有关联，后者源于*kunte。
(72)

 *kзnṯr（“神圣的灵魂”）也显然可能成为katharós以及诸如kathársis等衍生词的词源。与这种词形结构类似的词汇是Kзḥtp（“满意的kз”）和*kзḥkз（“具有魔力的kз”）。埃尔曼和格拉波（Grapow）似乎合理地构想了后者。
(73)







*Kзnṯr；Κάανθος，Κύνθος，Κάναθος，Κένταυρος
 。
 希腊语对*kзnṯr的其他翻译，包括Kaanthos、Kanathos、Kynthos和Kentauros。Kaanthos（卡安托斯）和Kanathos（卡纳托斯）是类似的著名英雄。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记载，卡安托斯的坟墓位于底比斯城外阿波罗·伊斯墨尼俄斯神庙附近的阿瑞斯泉旁边。这个地点也与卡德摩斯和恶龙战斗联系在一起。
(74)

 正如卡德摩斯追寻欧罗巴一样，卡安托斯也在徒劳地寻找他的姐妹Μέλια（莫莉亚）。

在继续探讨卡安托斯之前，我们应该来谈一下莫莉亚。这两个人都是大洋神的儿女。20世纪初的学者安东尼奥斯·克拉墨波罗斯（Antonios Keramopoullos）将莫莉亚等同于阿瑞斯泉的原初名称。
(75)

 鉴于她与水相关联，这一内容将在下一节探讨，那么他的观点有可能是正确的。尚特莱纳没有给出任何词源，但是莫莉亚这个名字似乎来自埃及语词汇mr（“水渠、人工湖”）。同源词mr（“通过……奠酒、金属容器”）出现在希腊语中为μέλη（4）（“一种杯子”）。莫莉亚是第一位莫莉亚宁芙（the Melian nymphs）。一个可以追溯到赫西俄德那里的古代传说，将这位宁芙的名字和μελίᾱ（“梣树”）相关联，梣树是从乌拉诺斯被割掉的生殖器流下的血液中发芽生长的。
(76)

 鉴于她类似于Dryads（“梣树宁芙”），所以这个故事具有固有的可能性。由于莫莉亚与泉水有关，加之事实上宁芙们普遍与水有关（在第九章中强调过并且在第十一章中进一步探讨过），我们很难否定这里至少涉及语义双关或意联（punning）。
(77)



在卡安托斯未能解救他的姐妹之后，他的故事就与卡德摩斯故事的情节有所不同了。他发现莫莉亚是被阿波罗诱拐的，因此，出于愤怒，他将阿波罗的神庙烧了。随后，阿波罗神一箭将其射杀，他便被埋在了此地。
(78)

 约瑟夫·丰滕罗斯指出，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一份纸草文献中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伊斯墨尼俄斯（阿波罗）杀死了一个名叫克拉埃托斯（Klaaitos）的人。丰滕罗斯认为，这个名字是“卡安托斯的残缺词形，卡安托斯本身可能是就是一个残缺词形”
(79)

 。能解释这两个名字的词源是*kзnṯr。/з/作为流音使用，表明克拉埃托斯是一个较早期的词形，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复古词汇。

卡安托斯显然是位与一潭距离阿尔哥利德的勒那泉不远的泉水有关的英雄。就是在这潭泉水里，赫拉每年洗浴一次，使自己恢复处子之身。
(80)

 这一联系，就使得卡安托斯这一名字与katharos和katharsis（“净化”）的关系更为紧密。卡安托斯与这眼泉水有关联，也使得它源于*kзnṯr（“圣灵”）的分析变得合理了。





*kзnṯr；Κύνθος
 。
 昆托斯山（Mount Kynthos）是爱琴海最著名的神山之一，它是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传说中的诞生地。该山位于神圣的提洛岛上，其上有一座宙斯神庙，被认为是宙斯在守护自己的两个孩子的诞生。
(81)

 （这个主题将在第十九章中进一步探讨。）应该注意的是，先前提到的所有来自*kзnṯr的衍生词都带有一个发音的/a/。这一发音不确定，可见于Κύνθιος或Καύθιος的形容词词形Κάνθιος，它可能来自更早的词形*kw
 ar，这一问题已在第五章探讨。
(82)







* kзnṯr；Κένταυροι
 。
 人们熟悉的马人形象是善良的混血马人Kheírōn，他是阿斯克勒庇俄斯治疗技艺方面的指导师。尽管马人名称的词尾是-taur，却不能使马人和公牛联系在一起，尽管与公牛的联系要求改变该词的词形。在荷马史诗中，马人仅仅是一个野蛮的族群，他们以残暴、敌视人类，尤其是在与拉庇泰人战斗失利后四散奔逃而著名。
(83)

 并且，他们的形象与最初生活在色萨利平原上的骑马族群吻合。荷马将喀戎（Kheírōn）描写为“最好的马人”和医药之术的教师。
(84)

 Kentauros（肯陶鲁斯）还有其他词义：“残忍的恋童癖”，该词义与马人的行为有关。它用作表示“女性外生殖器”时则不太容易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解释。Κενταυρίς是一种草药的名称和一种耳环的名称。因此，就像kantharos一样，许多不同的词义表明，它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词源。一个描述野蛮的外族人的“神圣”词汇的委婉用法表明，它类似于上文提到的名称萨提尔和萨特莱人。同样，埃及人使用Tзnṯr（“神圣的土地”）表示从非洲的蓬特（Pwnt）到叙利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国家。
(85)







Kз；κάρ，
 以及κήρ
 。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kз本身，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对我认为希腊语[image: ]
 来自埃及语kз的观点的最初评论是，我的这一分析有赖于将/з/解释为一个流音。（这一问题已在上文第八章中探讨过。
(86)

 ）他们也反对别的根据，即方言分布表明[image: ]
 不仅仅是阿提卡语和爱奥尼亚语中å＞ē转换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独立存在。他们对这些不同的词形的解释如下：

将这两个发音词汇置于原始印欧语“根名词”（“root noun”）的标准假设词形之下便容易解释了。这个词根是[image: ]
 （主格单数形式）或*kṛr-és（所有格单数形式），字面意思是“砍掉的一块、终止”［参见keírō＜*ker-yō（“我砍”）］。这样的动名词——在原始印欧语词汇中完全有规律——将衍生出一个早期希腊语的标准词形[image: ]
 ，*kar-ós的弱化词干（*kar-）被视为一种背离，它在一些方言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格单数词形[image: ]
 。
(87)



不幸的是，因为它所有的专业神秘化，这个笨拙的“标准”解释不能被“标准”词典编纂学者们接受，弗里斯克写道，这些对方言情况的解决“也许是可能的”。尚特莱纳怀有更大的质疑，并且对解释[image: ]
 的词条的评价是“该词词源不明”。

长元音/ē/在其他方言中的情况不太清楚。不过，如第五章所述，kз被重构为*kw
 ar，这就使它在希腊语中的翻译变得不确定。不管怎样，冒着出现准确性错位的危险，希腊语元音交替（vocalic alternation）可以被解释为，根据埃及语词汇*kūr＞kēr中的字首音/kw
 和*kār中的第二发音/a/难以解释是哪个词汇先传入希腊语导致的结果。
(88)

 无论如何，考虑到kēres对荷马时代的希腊语或阿提卡希腊语的文化影响，要求这种准确性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进行的语义论证是同样不足为凭的。尚特莱纳引用了古典学专家J．N.李（J．N．Lee）在一篇论文中进行的论证，即与其称kēr为“死亡和废墟”，毋宁称之为“命运”。
(89)

 更重要的是，我在《黑色雅典娜》第二卷（第263—264页）中写道：

希腊语[image: ]
 ……，是一个宗教意味丰富且复杂的术语。无疑，它逐渐获得了“命运、厄运或暴死”的词义。不管怎样，……荷马使用它时却赋予了它一个不同的词义：个体命运或“灵魂”。根据《伊利亚特》的一段文字可知，它指的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历程。
(90)

 同样的词义也保存在一个古老的词形（formula）里，该词被用于雅典的安泰斯特里亚节——在这个节日里，亡者的灵魂重访生者——“告知kēres，安泰斯特里亚节便到此结束”。
(91)

 因此，作为个体灵魂的词义似乎在它的原始词义中处于核心地位……

关于kз的概念在埃及宗教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kз通常写作ka（卡），词义更为丰富。［用埃及学专家彼得·卡普洛尼（Peter Kaplony）的观点来说：］由于象形文字[image: ]
 代表着伸开的或拥抱的双臂，“卡”的最初词义显然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存在物：神和神、神和人，以及人和人中的一个。在父亲和儿子的意义里，它获得了个人和制度的延续性和不朽的内涵。
(92)



在一个不太抽象的层面，阿道夫·埃尔曼在他的词典里是这样对kз进行定义的：“a）Ka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并且具有人形，尤其是具有双臂，Ka可以用它来拥抱人类进行保护；b）Ka是一个人的伙伴，伴其终身。”阿尔曼注释道，在世俗体中，kз经常和šзy（“命运”）联系在一起。
(93)

 由是，[image: ]
 和kз之间的语义吻合就几近完美了，考虑到语音也具有同样的吻合，这个亚非语词源远远胜过任何一个印欧语词源。


 2．ʽnḫ（ankh）

艾伦·博姆哈德假定了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an-aḫ或‛ən-aḫ（“去呼吸、去生活”）。在印欧语中，它找到了这个词根的例词，可见于梵语中的ániti、ánat（“去呼吸”）和拉丁语中的anima（“气息”）以及animus（“灵魂”）。
(94)

 亚非语中的例词是埃及语词汇‛nḫ（ankh） [image: ]
 （S34）。在埃及文化和后来的许多文化里，它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威力最强大的生命象征。
(95)

 在解释它的起源上，学者们经过了数十次的尝试。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一符号源于凉鞋系带。
(96)

 1982年，两个兽医加尔文·施瓦布（Calvin Schwabe）和乔伊斯·亚当斯（Joyce Adams）参加到语言学家兼埃及学专家卡尔顿·霍奇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更有可能的新起源：
(97)

 驼峰牛上下倒置的胸椎。这一解释符合古代埃及文化的两个特征：第一，牛的核心地位，在象形文字中牛的身体部位代表人的身体部位；第二，相信延伸至阴茎的脊柱是生命的来源。不能否认的是，这里运用了画谜（rebus）或意联原则，因此这个符号用于表示带有辅音组‛nḫ以及不同词义和不同词源的词语。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样一个重要的、被频繁使用的词语组，其影响超出了埃及，并且其中的一些被希腊语借用，它们将在下文探讨。不过，在这里我将考查一个合成词，其中的组成部分‛nḫ的基本含义是“生命”。



‛nḫ；（F）ἄναξ，（F）ἄνακτος
 。
 青铜时代表示国王的称号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即wanaka，它的与格形式为wanakate，在荷马史诗中，它的拼写是（F）ἄναξ。（w）anax（瓦纳克斯或阿纳克斯）具有高贵地位，远远高于巴塞琉斯，后者在公元前2千纪仅仅指“大臣、高官”。
(98)

 Anax有很多衍生词与国王和统治有关，这些词通常带的词根是anass-。阿纳克斯和弗里吉亚语中的wanakt是同源词，不过，尚特莱纳谈及这个词时写道，它“一定是从希腊语借用而来”。

传统的观点认为，*wanak是词干，切梅林伊却强烈地主张*wanakt是词干，并且学者们只能通过字母组kty来解释带有/s/的衍生词形wanassa、阴性词形和动词形式wanassō（“统治”）。不过，我不认为学者们能够轻易抛开B类线形文字书写板中的证据，该词干最初是wanaka（t），尽管词尾-a-可能在该词后来演变为wanakt的过程中被省略。不管怎样，切梅林伊继续写道：“当然，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够确定这个词语的词源吗？异口同声的回答是显然不能，即‘词源不明’（unerklärt）、‘词源未知’（étymologie inconnue）。最多怀疑它是一个借用词。”
(99)

 随后，切梅林伊提出了自己的词源分析，即它来自一个印欧语词根*wen（“家族、部落”）和带有一个作为施动后缀-t-的ag（“领导”）。*wen因为词中/e/的谐音变化而变成了*wan。
(100)

 切梅林伊这样做的动机非常明显，即为了提出他的明显牵强的词源分析：“并且，Fάναξ的‘国王’的词义被下位层词汇βασιλεύς继承，这个印欧语词源非常恰当地与这一发现相吻合。”如我在第九章中所解释的那样，我认为，basileus不是来自下位层，而是来自埃及语。
(101)



我提出的是埃及语词源‛nḫḏt（“祝他长生不老”）。这个短语通常是写在在世法老的名字后面。它甚至可以作为独立的名词短语使用，例如作为irr.f‛nḫ（w）ḏt（“祝他做成，他永远活着”），出现在献词中结尾。
(102)



希腊语词干（w）anaka（t）的其他用法也表明它与‛nḫ的关联：Α̕νακτόριον（Anaktorion）通常指的是“王宫”。不过，该词事实上专门表示与埃琉西斯秘仪相关的建筑，埃琉西斯与埃及有着深厚的联系。
(103)

 此外，正如普鲁塔克和其他作家所明确记载的那样，埃琉西斯秘仪的会所本身是一个规模相对小的建筑，顶部带有一个开口，位于整个神庙建筑的突出位置。这个房间里，摆放有秘仪的hiera（“圣物”），这些圣物只有大祭司或圣师（hierophant）可以看到。
(104)

 可能源于表示“石棺、生者的场所”的‛nḫ的委婉用法，尤其用于描写奥西里斯。这个“石棺”内含有极为神圣的器物。它整体上在奥西里斯秘仪中处于核心地位。
(105)



与这个词相关的是ὀγκίον，即箱子或柜子，奥德修斯用它存放铁斧和铜斧。
(106)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它源于ογκος（“重量或质量”）。

Anaktos用作形容词，描写从泉眼里倾泻下来的水，它的词义便与“王室”差得更远了。不过，它有可能来自mw‛nḫ，即奥西里斯赋予灵魂的“生命之水”。
(107)

 人们应该会想到俄耳甫斯文献中提到，泉水作为礼物送给灵魂。
(108)

 在同样的背景里，散佚的早期史诗《达那俄斯的女儿们》（Danais
 ）有一段文字，提到ἐυρρει̑οςποτάμουΝεΐλοιοἀνάκτος。
(109)

 考虑到希腊语对尼罗河给予生命和维持生命的能力的比喻，那么这里的ἀνάκτος显然更有可能指的是“活着的”而非“王室的”。
(110)

 关于“新鲜的”或“活着的”观念，也出现在了希伯来语常用表述mayîmḥayîm即“活着的”或“流动的”水中，这种水与别的水形成强烈的对比。
(111)



希腊语中另外一个来自‛nḫ的可能的借用词是῎Ιναχος，即Inakhos（伊那科斯）。这个名字有王室和水的含义。在《乞援人》（The Suppliants
 ）中，埃斯库罗斯将他描述为一位神灵、一条河和阿尔戈斯王室谱系的开创者。
(112)

 在这一段中，埃斯库罗斯将希腊的伊那科斯和埃及的尼罗河做了明显的区分。然而，伊那科斯河畔的阿尔戈斯的最重要词义是“银”，而尼罗河畔的孟菲斯（Memphis）也以inbḥd（“银墙”）为人知晓。
(113)

 作为一个词语，伊那科斯没有印欧语词源，它被认为是一个“前希腊语”词汇。

因此，‛nḫ（w）ḏt和（w）ánax（w）ánaktos之间的词义匹配以及‛nḫ、Anaktórion（“石棺”）和作为“活着的”ánaktos之间的语义匹配是相当完好的。埃及语或闪米特语/ḫ/经常被翻译为希腊语/k/。对‛nḫ的这种译法可以在Σϕίγξ（Sphínx）、Σϕιγός（Sphingós）得到明确的证明，它们来自šspw‛nḫ（“活着的形象”），也可以写作Σϕίξ（Sphíx）、Σϕικός（Sphikós）。
(114)



词形‛nḫ（w）ḏt是状态动词完成式或旧的完成式的感叹用法。它类似于亚非语后缀或“名词”变化词形，它们似乎有CaCaC（a）的发音，如闪米特语词汇qaṭala。
(115)

 这里存在着两个语音难题：第一个是存在于‛nḫ（w）的第三人称后缀-w。括号内的字母很少被写出，并且维奇赫尔将‛nḫ（“祝他活着”）重构为不带词尾-w并且去掉中缀-a-的*‛anḫa。
(116)

 第二个难题更为严重，存在于来自埃及语‛ayin的（w）anax中的希腊语字首Fw-的词源问题。
(117)

 不过，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咽音摩擦音和半元音之间存在着某些有趣的类似之处。表示/u/的阿卡德语符号与表示‛ayin的乌加里特语符号是等同的，它们相当于线形迦南语符号O。这个乌加里特语符号也一度被证明代表元音/o/。
(118)



在埃及语中，/w/和/‛/之间存在着诸多类似之处。它们的类似之处可见于‛з及其近似同形同音异义词wr（“伟大的”）、‛ḏ（“一劈两半”）、‛ḏt（“屠杀”）以及wḏ‛（“砍、弦、头”）等；也见于形近义近词‛ḏ（“安全的”）和w‛dз（“毫发无损的、安全的”）以及‛bз（“虔诚地出现”）和w‛b（“纯洁的或祭司”）。最后一个词汇是数量巨大的字首位置同时出现/w/和/‛/的埃及语词汇中的一个。在科普特语中，作为词源的/‛/，经常发/o/或/w/的音。1947年，加德纳假设，pr‛nḫ［“活人的房屋”或“档案室”（大学？）］在晚期埃及语中的发音为Pi‛onkh，即便他先前对科普特语词汇franš进行了探讨。
(119)

 不过，科普特语动词“去生活”的标准词形是ōnh。因此，假设一个更早的发音*w‛anaḫaḏt，并将其视为*wanakat的一个词源，几无困难。Α̕νακτόριον和ἄνακτος（“活着的”）中的-t s也存在着类似情况。

毋庸惊奇，迈锡尼的统治者们乐意效法埃及法老。这样的迹象将解释荷马史诗中的短语“被人民当作神来纪念的”，并且也可能解释三位一体（Hagia Triada）石棺上描绘一个人——可能是死去的人——被纪念的场景。瓦纳克斯显然具有重要的宗教职能。
(120)

 不过，如阿斯特指出的那样，B类线形文字文献和荷马史诗都表明，在政治现实里，爱琴海的统治者像青铜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权力与官员们或传统的酋长们分享。
(121)



‛nḫ的一个特殊词义是“俘虏”，即（A13）（被活捉而不是被杀死）。在科普特语中，anaš（SB）和anaḫ（A）指的是“誓言、你一定要做的事情”。荷马使用ἀνάγκη表示“限制”，处于被奴役状态的安德洛玛克（Andromeche）的形象便是如此。
(122)

 该词后来被用于指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必要”。尚特莱纳抛弃了为anánkē提出的所有词源。因此，尽管存在着第二个/n/，它也有可能来自一个埃及语词源。

E̓νέχω能够被简单地解释为ἔχω（“被持有”）和εν（“在里面”）。不管它的衍生词是什么，词干ἐνεχυρ-都指的是“抵押物”，很好地反映出它受到了来自‛nḫ的影响。


 3．M（w）DW，[image: ]


1953年，苏联科普特语专家P．V.耶恩斯泰特提出，希腊语[image: ]
 （H）来自埃及语m（w）dw。
(123)

 Mythos最初指的是“一连串有含义的词语，话语”。后来它只局限于指“虚构、神话”。
(124)

 埃及语词汇m（w）dw（“词语、话语”）可能既用于口语中又用于书面语中。因此，mdw nṯr既是“神的话语”又是“神圣的著作”。阳性词形mdw后来被阴性词形mdt取代。不过科普特语动词mute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带有字首元音，甚至“下咒语”词义上的mdt被翻译成了mtau。

弗里斯克提出，mythos来自一个带有后缀-thos的“拟声词”mu。尚特莱纳没有注意到弗里斯克的观点，将它的词源描述为“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m（w）dw作为词源，在语音上和语义上都极具吸引力。


 4．Sbз



Σοϕία（H）
 和Σοϕός
 。
 布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假设的印欧语词根[image: ]
 ，它在语音上与sophós极为吻合，这个印欧语词根得到了词典编纂学者博伊萨克和霍夫曼的承认。
(125)

 毋庸惊奇，它是明确为这一目的设计出来的。布鲁格曼提出来的唯一非希腊语同源词是拉丁语tuor（“凝视”）。不过怎样，这一观点本身存在的固有的不可能性，使得波科尔尼放弃了这一观点。
(126)

 弗里斯克宣称sophos的词源“模糊不清”，尚特莱纳简单地将它描述为“没有词源”。尽管希腊语中带有字首sV-的本土词汇极为罕见，但是这些学者没有为它们提出任何可能的词源。

Soph-和它的许多衍生词都与“学术技艺、学说、学问”等观念有关。它最著名的词源是埃及语词根sbз（“去教授、教育学校、学生”）。
(127)

 在中期埃及语中，它作为动词使用时表示“去教授”。作为名词，它与不同的义符连写时表示“学校、学生”。作为sbзyt出现时，指的是“教学指令”。它在晚期埃及语中也得到了证实，带有一个施动后缀-w，即sbзw（“教师”）。
(128)

 它的辅音结构没有问题。并且，它被借用的时间明显很晚，发生在希腊语s-＞h-转变和/з/失去其流音值之后。

它的发音有些问题。维奇赫尔列出了来自该词根的五个不同的科普特语衍生词：sbō（“学问、教育、智力”）、形容词sabe（“明智的、理解力强的、明断的”）、sbui（“门徒、学徒”）、seb（“理解力强的、狡猾的”）以及sbo（“去学习、去教授”）。
(129)

 sbō、sbui和sbo的第一个元音的消失，表明该元音是一个短元音和非重读元音。另一方面，seb和复合词-zēb（“学校”）让维奇赫尔想起，存在着一个来自短元音/u/的衍生发音。一般而言，科普特语词汇中的第一个元音是短元音和非重读元音，和它们在希腊语词汇sophía和sophós中的情况一样。Sophía中的重读元音/í/，表明它与sbзyt中的-y-存在着某种关联。虽然没有一个单独的词形为这些希腊语词汇提供一个词源，但是埃及语发音的广泛程度使sbз适合成为希腊语soph-的词源。

它们之间词义上的极佳匹配又被增强，因为这些希腊语词汇一般都和智慧有关联，尤其是ϕιλοσοϕία（philosophía）与埃及和毕达哥拉斯存在着关联，根据所有古代作家的记载，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过。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Cicero）宣称，毕达哥拉斯称自己是一个philosophos（爱智者）而非sophos（“智者”）。
(130)

 狄奥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和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都认同，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位使用术语philosophía的人。
(131)

 在这些作家之前的400年，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虽然只是在一段幽默的模仿文字中提到，却明确地指出毕达哥拉斯从埃及将“所有的哲学带给了希腊人”。
(132)



科普特语maisbō（“爱智慧”）被作为希腊语philomáthōn（“爱学习、好奇心”）的一个翻译使用。虽然philō是一个更早的来自埃及语的借用词，但是希腊语philosophía显然是一个直译词而非借用词。
(133)






Sapiō、Sapiēns。
 在引向对词形[image: ]
 的讨论的开端，布鲁格曼评论道：“将σοϕός和sapiēns并列在一起的这种受人喜欢的做法……应该被……抛弃。”
(134)

 考虑到印欧语内的词性关系规则，他的看法绝对正确。但是，同样严格的规则不适用于来自希腊语的语言借用或直接来自埃及语的语言借用。关于动词sapiō的难题和围绕它构成的词群的难题，是它包含有两个重叠但又不同一的语义场：“去品尝并辨明”［“品味”（“savor”）源于此］和“去知道并且变得明智”（法语词汇savoir源于此）。在第一个词义中，它似乎在日耳曼语中有同源词：古撒克逊语an-sebbian（“去察觉、注意”）、古高地日耳曼语int-seffen（“去注意、品尝”）等。不过，还存在着一个古冰岛语sef（“思想”）。

在第二个语义场中，sapiō在其他意大利语中有同源词：奥斯坎语sipus和沃尔西语（Volscian）sepu（“知道”）。如果sapiō不是来自希腊语sophía或埃及语sbз的话，那么这些同源词是在罗马人建立统治之前传入意大利半岛的。没有理由假定这一拉丁语词形比其他词形更为进化，因为它的发音与一个希腊语或埃及语源语言词汇的吻合程度明显比其他词形更高，其中的第二个元音/i/尤为如此。字首a-与来自埃及语的一个借用词相吻合。第二个语义场明显被视为与sophía和philósophia语义场类似。恩尼乌斯（Ennius）是最早的拉丁语剧作家，他的作品被保留至今，他使用sapiēns来翻译它们。因此，sapiō的第二个词义明显来自埃及语，表示第一个词义的条顿语词形可能也是如此。

沙巴人？

不要将沙巴人（Ṣabaeans）与来自红海岸边示巴（Sheba）的塞巴人（Sabaeans）混淆，他们是早期伊斯兰历史上的一支畸形人。
(135)

 《古兰经》中提到他们，把他们视为“有书之人”（“People of the Book”）。米歇尔·塔迪厄（Michel Tardieu）在他研究他们的最新著作中，认为这是两个社区：一个以今天的伊拉克北部的哈兰（Harran）为根据地，在这里，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和文化一直延续到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另一个是从事农耕的“异教徒”族群，他们在巴格达生存下来，并且实现过短暂的繁荣。这种二分观点是混淆事实导致的结果。最著名的沙巴人，即9世纪的伟大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翻译家萨比特·伊本·卡鲁（Thabit ibn Kurra）他是从哈兰迁居到巴格达的。
(136)

 有趣的是，在同一世纪，沙巴人以将埃及语写成的《炼金术全书》（Corpus Hermeticum
 ）奉为神圣经典而为世人所知，并因此通常被假定为具有“诺斯替（Gnostic）身份”。
(137)

 因此，沙巴人这个名称有可能是来自sbз（“智慧”）。

更古老的借用词？



Σίβυλλα
 。
 西比尔（Sibyl）是女祭司，她们先是在安纳托利亚被证明存在，随后在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被发现。西比尔发布迷狂的神谕。关于她们，引人注目的是如此之多的神谕被写了下来。如沃尔特·伯克特所指出的那样：“西比尔神谕延续了1000多年，它们可能在写下来
 的神谕中扮演重要角色……”（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大部分流传下来的神谕被集结为《西卜林书》（libri Sibyllini
 ），它是在罗马用希腊语写成的。
(138)

 Síbylla的词源待考。弗里斯克否定了先前所有词源分析的尝试，尚特莱纳同意他的做法，一致认为它的词源未知。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它源于埃及语sbзyt（“书写下来的学问、指令”），/з/在发生语言借用时仍然保持着它的辅音值。

如果sbзyt和Síbylla之间的语义和辅音结构之间存在着良好的类似的话，那么这两个词中的元音的类似程度达不到相同的高度。考虑到sbзyt（科普特语词形sbō）中的第一个非重读短元音存在着不确定性，那么Síbylla中的/i/便不是大的障碍。/з/位于y前面，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Sbзyt一贯这样书写，并且，可能的话，如[image: ]
 /y/这样的垂直狭长符号倾向于位于诸如[image: ]
 /з/这样应该在其之后的鸟形符号前面”
(139)

 。因此，**sbyзt的写法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尽管如此，由于一般不会与流音尤其是元音进行换位，这个词源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仍然是可行的。

西比尔源于sbзyt的词源说明因λόγοισυβαρῑτικοι（“寓言”）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可信。这些词汇一般与意大利南部鲁卡尼亚（Lucania）的锡巴里斯城有关，该城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词源*sbз（“五颜六色的、奢侈”）获得它的名字的。
(140)



最后，帕萨尼亚斯提到，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有一个被称为萨柏（Sabbe）的西比尔；这样的话，两个来自sbз的衍生词就联系在了一起。
(141)




Sbз。
 天文学在埃及科学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可以从sbз几乎总是与作为三字母词或义符被使用的星号[image: ]
 （n14）连写的事实当中得到证明。
(142)

 与这个符号和代表星星的符号A连写时，sbз是测量太阳和其他天体仰角的工具，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工具，仍以它的希腊语名称“gnomon”（日晷）为人知晓。
(143)

 这个希腊语词汇来自动词γιγνώσκω（“去知道”），因此，它是sbз的一个直译词。

形容词ṯḥnt被定义为“明亮的、闪光的、耀眼的”，以及用于描述彩陶颜色的“青绿色的”。
(144)

 该词似乎曾经表示过明亮天空的颜色和天空的一部分，因为在地上观察天空，它们会显示出绿色矿石即孔雀石（wзḏ）的颜色。
(145)

 这一天空的颜色名称也被视为天青石（ḫsbḏ）的词源，该词也用于表示“蓝色”。事实上，这种石头本身来自阿富汗。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被外族语言借用，但是sbз作为星星和天空，被借用到了外族语言里。例如，希伯来语词汇sapîr（“天青石”）是一个孤立语，并且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借用词。它的传统词源，是保罗·拉加德（Paul Lagarde）提出的，即梵语çanipriya（“萨图恩（Saturn）眷顾的、黑色的石头”）；此人是一个杰出的闪米特语专家，同时又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
(146)

 学者们普遍承认莱维提出的观点，即希腊语σάπϕειρος（4）（“天青石”）源于希伯来语sapîr。
(147)

 希腊语词典编纂学者怀疑它的梵语词源。尚特莱纳没有提到它，弗里斯克称它“极为可疑”。sbз（“星星、来自蓝水晶般的天空的碎块/片”）作为词源，似乎更为可取。



sbзσϕαι῝ρα
 。
 对于sphaîra，弗里斯克写道：“peîra、speîra、moîra，诸如此类的词形，在希腊语之外没有对应词”。
(148)

 当然，他指的是在印欧语系内。后来的许多作家都认为毕达哥拉斯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使用sphaîra来表示“天体”或环绕行星的环状物和地球周围的星星。
(149)

 不过，词典编纂学者主张，它的基本词义是“球”，最早出现在《奥德赛》中。有趣的是，所有这些词形都出现在第六卷和第八卷，关于一个神秘的岛屿Σχερίη。学者们长久以来就承认，Skheriē是来世的一个地点，位于[image: ]
 （Elysium，即福岛）附近。即便福岛的观念有其他来源，在马丁·尼尔松（Martin Nilsson）看来，它与埃及人观念中被祝福的精英的来世生活即“芦苇地”（the Field of Rushes）之间的关联也是清晰可辨的。
(150)

 加思·阿尔弗德正确地强调其中的埃及因素。尽管如此，他还是声称，[image: ]
 来自埃及语术语Sḫtἰзrw（“芦苇地”）的词源说明似乎有些牵强附会。
(151)

 不过，由于阴性词尾-t的消失，*Sḫἰзrw为Skherie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
(152)

 这个神话中的被祝福的岛屿的名称，缺乏一个印欧语词源。

众所周知，埃及人认为人们死后会航行到天空中和星星上。费阿刻斯人（Phaeaceans）荷马关于sphaîra最著名的段落，如下：

这时阿尔基诺奥斯吩咐黑利奥斯和拉奥达马斯单独舞蹈，无人可比。他们伸手抓起一个美丽的紫色（porphyreēn）球［sphaîra（n）］，经验丰富的波吕博斯（Polybos）
(153)

 为他们缝制，一个把球抛向云丝缭绕的天空，把身后仰，另一个随即从地上跃起，轻巧地把球接住，不待双脚落地。他们在这样尝试抛球之后，便在养育众生的土地上舞蹈起来。两人不断地变换位置。
(154)



这段摘引出来的文字可以被视为真实的，但是，考虑到费阿刻斯人的超自然本质和它们的星相内涵以及sphaîra后来被证实为“球”，那么这个舞蹈有可能是象征性的。因此，如果人们承认星星和它们的球状形象存在着联系，那么sbз和sphaîra之间的语义联系是相当合理的。此外，sbз中的第一个元音是非重读短元音，这就使得这一词源联系在语音上也极有可能是存在的。


对sbз的总结。
 很明显，来自sbз的衍生词在性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最可信的是sophíásophós，它们一定是借用词；并且，它们没有任何的印欧语词源，它们和sbз之间在语义上是一致的。σάπϕειρoς从迦南语sapir借用而来，沙巴人这个名称来自词语演变的可信度相对低了一点。sapiō、名称西比尔和sphaîra来自sbз的词语演变的可信度更低，但仍然存在可能。即便从极简派观点来看，这样一个重要的埃及语术语在希腊语言和文化中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反响。


 5．DR，R-DR，DRW



Τέλος（H），τελέω，τέλλω（H），τελευτη（H），τη῝λε。

 Tel-是一个造词能力极强的词干，它的基本词义是“界限”（“limit”），偶尔用于空间，但通常用于时间。它也包含“到顶点/期限、完成、得以实现的、完美的”等意义。Tellō也具有这些词义。尚特莱纳认为telos是两个词的混同。它的次要词义与tellō类似，即“使升高、举起、提起”。尽管尚特莱纳没有提到，但在我看来，它似乎源于印欧语词根*tel（“使升高”）。
(155)

 根据他的观点，telos的最主要词义是“终点、期限、目标”。权威的观点认为，它的词义“转折点”源于唇软腭音词根*kw
 el（“轮子、旋转、旅行、存在、生活”）。一般说来，它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tel-和πέλομαιpélomai（H）。后者的词义是“成为、是”，并且被认为是一个“伊奥利亚方言”（“Aeolicism”）；其中，*kw
 e不规则地变成pe，而非常见的te。由于中间词汇的第三人称形式在荷马作品中被证实，所以同样可能存在着一个衍生词，它来自迦南语动词p‛l（“制造、做”）的被动词形（medio passive），该动词经常用于描述诸神。pelei和peletai“是已被做的或已被制成的”而非“成为”。
(156)



没有人会怀疑词根*kw
 el的存在以及它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pólos（“轮轴”）。不过尚特莱纳质疑tel-是否属于这一词根。另外一个问题是，迈锡尼时代的称号te-re-ta，似乎与tele（“应当的服务”）有关联，它在书写时不带q。如果它源于*kw
 el，它就应该带q。Tellō的很多词形都只带有一个l，它有两个和télos相同的词义（“实现、完成、上升”）。

事实上，埃及语中有一个广泛传播的常见词根，它能够为“界限”和“完成”词义上的tel-和tell提供一个更可能的词源。这个埃及语词根就是ḏr，它的基本词义是“界限、终点”。这个词形经常被用到表示具体空间的词汇中，例如ḏr（“障碍”）、ḏrἰ（“围墙”）和ḏrw（“界线”）。不过，Ḏr和ḏrw也用于较为抽象的短语中，如rḏr f，它的字面意思是“到终点”，指的是“全部的、完全的”。这个功能也适用于telos和tellō的衍生词以及这些衍生词的衍生词，如teletē［“与入会（仪式）相关”］。Nb rḏr（“到终点的君主”），既在空间上又在时间上用于表述国王或诸神。Ḏrἰ（“强壮的、牢固的”），完全使用“压迫/推进到最后”这一词义。Ḏr作为穿越时间的动词，指的是“最终成为”。这个词义和荷马史诗中的τελέθω（“逐渐成为、成为、是”）的词义非常类似。它们之间的语音吻合程度因科普特语一般将r-ḏr转写为tērˊˊ的前代词词形（prepronominal forms）而变得更高。古科普特语词形为tērˊˊ，法尤姆方言词形为tēlˊˊ。
(157)



表示“遥远的界限”的Ḏr也为τη̑λεtēle（H）（“远的、遥远的”）提供一个可能的词源。如上所述，在科普特语词汇中，第一个元音也不能确定。关于这个希腊语词形来自印欧语词源，存在着两个不同并且相互排斥的假设。首先是，由于彼奥提亚方言将τη̑λε-在一些名称中转写为Πείλε-，在以q-为字首的迈锡尼时代人名中也是这样转写的，尚特莱纳便认为它源于*kw
 el，并将它和梵语caramá（“极端的”）联系在一起。其次，切梅林伊否定唇软腭音词根*kw
 el是词源，因为tēle中存在着长元音/ē/；它提出了与印欧语词根*tål的联系，该词根可见于波罗的海语词汇tolì（“遥远的”）。
(158)




 6．√Mwr，[image: ]
 ，Μείρομαι与MMзʽT，Μα

词根√mwr在整个闪米特语系中都得到了证实。在希伯来语中，它指的是“交换、赔偿、财富”。在阿姆哈拉语（Amharic）中，märra指的是“分配或分拨土地”；在南阿拉伯语中，mwr指的是“边境”；在贡南—古拉格诸语言即偏远南埃塞俄比亚语（Outer South Ethiopic）中，mw
 ärä表示“边境、界限、悬崖峭壁的边缘”。/m/在亚洲的闪米特语中发圆唇音，也被拉丁语词汇murus、其较早词形moiros或moerus（“界墙”）指明。埃尔努和梅耶将这个词汇视为一个借用词，但不是来自印欧语*dheigh（t’eik’）。
(159)

 因此，它可能是从布匿语中的一个未经证实的词形那里借用而来。阿姆哈拉语词汇märra和mərrit（“政府进行的土地分配”）暗示这个词群的另外一个语义也可以在贡南—古拉格语词汇mw
 ar（“个人的部分、分享的部分”）上找到。

词形√mwr不仅仅局限于闪米特语。在贝沙语中，mar指的是“边”。在高地东库希特语分支哈迪亚语（Haddiya）中，mara’a指的是“排/行”；在中乍得语中，*mar表示“右边”。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将最后一个词和埃及语词汇mз‛t联系在一起。
(160)

 Mз‛t是古代埃及文化中的核心观念，许多埃及学专家都对它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充分探讨。
(161)

 对它的翻译，有“正当、世界秩序、正义和公平分享”等。巴比伦语对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王衔名（prenomen）即Nb Mз‛R‛的一种翻译读作尼布穆阿利亚（Nibmuaria）。因此，即便是在/з/失去了它的辅音值之后，mз‛中的m-仍然发圆唇音。先前，它原本是*mw
 ar‛a（t）。
(162)

 考虑到希腊语对圆唇辅音进行CoiC转写（在第五章中提到），这就为希腊语词汇Moira（H）提供了一个准确的语音对应。
(163)

 像埃及文化中的mз‛t一样，moîra在希腊宗教和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且有着广泛的词义。20世纪初，英国古典学家J．B.伯里是这样描写它的词义的涵盖范畴的：

如果我们要为一个统率或贯穿于从荷马到斯多亚学派的希腊思想的单个观念命名的话，这个名称或许是Moira（摩伊拉），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与它相当的名称。对它的常见翻译是“命运”，这是一个误译。摩伊拉指的是宇宙中一种固定的秩序……正是通过这种秩序，万事万物被置于恰当的位置，分配恰当的领域和职能，并且划定明确的界限，例如人与神之间的界限。
(164)



这是对mз‛t的一个极佳描述！
(165)



这两个词之间准确的语音和语义吻合，不会被词典编纂学者们将moîra归入标题名称为μείρομαι、meíromai（H）的词群里这一事实严重破坏。Moîra的发音多半可能来自*moiromai。事实上，在希腊语中，带有/o/或/oi/的词形要比带有/ei/的词形更为常见。闪米特语系中的埃塞俄比亚语族中，Cw
 ä和Co经常互换。这个词群的语义范畴与亚非语√mwr（“划分、份额、分配、天命”）的语义范畴相同。它们中间甚至存在着具体的对应，如[image: ]
 （5）词义为（“一块地”）的μέρος（6）或词义为“部分、抽签运气、继承（物）”的。
(166)



词典编纂学者们在寻找印欧语同源词上面遇到了困难。与它可能类似的拉丁语mereō（“收到、份额或奖赏”）显然更有可能是一个借用词，来自像赫梯语mar-k-（“分配献祭的牺牲”）的亚非语词源。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确定它来自哪一种亚非语。Moîra本身可能来自埃及语mз‛t，这种可能性不仅受到语音和语义上的匹配的支持，并且也受到成双词mз‛ty即mз‛t的二元词形或成双词形的支持。这些成双词在称量亡者灵魂的重量时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它们有时候就代表着天平本身。这些职能明显接近于希腊的Moirai
*

 的职能。需要提醒的是，摩伊赖不总是三个，在德尔斐，只有两个。
(167)



这个词群中的其他词汇，像拉丁语词汇mereō一样，同样有可能或更有可能来自闪米特语。因此，它们在公元前2千纪或公元前1千纪的任何时候发生借用。相较之下，从mз‛t或*mw
 ara（t）到moîra的转变，必定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з/失去它的辅音值之前。其他的借用词显然出现在这个时间之后。mз‛（t）发作*ma的音，它显然又一次被借用进了希腊语，转写为ma，成为一个在郑重声明和誓言中使用的虚词。它也和介词m连用，例如用在短语m mз‛（t）（“如实地”）中。虽然不是依照句法位于恰当的位置，但是，作为誓言的一个标识，它被用于埃及的法庭上。
(168)






Mз‛ḫrw和Μάκαρ
 。
 两个包含有不带辅音/з/的mз‛的合成词，对希腊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的第一个词汇是*dἰt mз‛（“真实地呈献、证明……是正当的”），它出现在希腊语中围绕[image: ]
 （“荣誉、奖赏”）建立的词群里，这个问题已在第九章中探讨。
(169)

 在此处，我将考查一下来自mз‛ḫrw（“真实的声音”）的希腊语词汇makar（H）的演变。Mз‛ḫrw是当荷鲁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败塞特时信众向他呼喊的称号。这一称号还用于称呼那些通过死后审判的正直的亡者。希腊语词汇mákar即makária通常被翻译为“被祝福的，幸福的”。在赫西俄德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了hoi mákares（“被祝福的亡灵”）和μακάρωννήσων（makárōn [image: ]
 ）（“亡灵岛”），在埃及人的观念里，亡者也居住在西方。在荷马史诗中，形容词mákar-通常用于描写诸神和不朽者，而非那些必死的凡夫俗妇。5世纪，makarites指的是作为μακάριος新近刚去世的人。Makários在今天的希腊语俗语中仍然这样用。在希腊的圣徒行传中，圣马卡里俄斯（St．Makarios）参与了亡灵审判。

A．H.克拉佩（A．H．Krappe）、埃米莉·弗穆尔、C.达尼埃尔和B.埃梅丁格，都接受了这一词源分析，它在语义和语音上都具有说服力。
(170)

 但是，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拒绝承认这一观点，他们没有说明任何反对的理由，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替代词源。理查德·皮尔斯抨击这个词源分析“基本上是主观臆断”，并且反对将mз‛ḫrw翻译为希腊语中的-μάχορο（-mákhoro），进而否定前者是makários的词源。R.德鲁·格里菲斯指出了这个观点致命弱点，尤其是将它置于埃及人和希腊人对待死亡有着类似方式的背景之下。
(171)

 第八章中提到了/k/和/kh/之间的频繁交替。
(172)

 不同发音的出现，可以通过它们的借用发生在ā＞ō转换之前和之后。
(173)




 7．ḪpR


Ḫpr
 表示“开始存在，成为”，是罕用词wnn（“长久持续或永久存在”）的对立词。由于来自ḫpr的某些主要的希腊语衍生词是一些神名，所以它们的讨论将放在第十九章。在这里，我将探讨来自ḫpr的动词借用，即无词尾变化的希腊语词汇ὕπαρ。





Ο῎ναρ
 和ϔπαρ
 。
 在《奥德赛》第19卷（第547行）中，珀涅罗珀在梦中听到一个声音，这使她确信，她的这个梦里先前做的梦，不是“梦”（onar），而是真实的（hypa）r，即“真实的景象”，它必定会实现。
(174)

 后来的作家，从品达到柏拉图，都遵循了荷马的说法，将虚假的onar和真实而又神圣的hypar区分开来，后者是可信的。

在公元前3世纪，来自以弗所的亚历山大里亚评论家芝诺多图斯（Zenodotos）试图根据当时传播的所有不同的荷马史诗版本，编辑一个标准文本，他承认了这个传统的区分。不过芝诺多图斯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伊利亚特》的某些诗行里，描写onar和它的被同化词形oneiros有神圣的来源。在第二卷（第6行）宙斯送出了一个“邪恶的梦”οὔλονὄνειρον，来欺骗阿伽门农。Oulon的存在暗示，需要对宙斯神送来的这个oneiron进行限定。

更为困难的，是对《伊利亚特》开篇不久的著名段落，即第一卷（第62—63行）的处理，在这个段落中阿喀琉斯提出建议：“让我们咨询一个占卜师或一个祭司（63）或一个解梦者（oneiropolon），来告诉我们宙斯托梦（onar）的目的。”芝诺多图斯的做法是将行1：63“视为伪文而加以否定”（“athetize”）。现代学者解释芝诺多图斯的做法，是该行文字含有复合连词kai gar t（e）导致的结果，这个复合连词也出现在了荷马史诗的其他地方，但只出现在了“两个臭名昭著的晚期段落”里。
(175)

 就这样，一个补救的办法带来了其他补救办法的产生。在我看来，芝诺多图斯否定的似乎更有可能是这行文字的内容，而非词形。有迹象表明，在他删除的十行文字（2：60—70）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在这十行文字中，阿伽门农宣说，在他的梦（onar）里，一个具有涅斯托尔（Nestor）形象的人物被送来欺骗他，称“我被宙斯派来向你传达神意”。这一行和前面对这个梦的原始描写（2：26、34）被阿里斯塔科斯（Aristarkhos）否定，阿里斯塔科斯是芝诺多图斯的第五位继任者，担任托勒密王朝的国师和图书馆馆长。在《伊利亚特》（2：56）和《奥德赛》（14：495）中这个梦被用同样的文字描绘，提到一个oneiros是theios（“神圣的”）。这些文字被芝诺多图斯删掉，并且被阿里斯塔科斯宣布为伪文。
(176)



对这些曲解的做法的最可能的解释是古今注释者都受到了准确性错位的影响，并且想要将《奥德赛》（19：547）对神圣的hypar和虚假的onar做出的泾渭分明的区分强加于整个荷马史诗。至少在这方面，我认为，更为简单的做法是尊重文本的真实性，承认在荷马史诗中onar可以被视为来自诸神，但它们有时候是诸神故意送来欺骗凡人的。

如第七章所述，宣称onar/oneiros来自一个印欧语词源的观点是基于亚美尼亚语词形anurj（“梦”）形成的。
(177)

 如果这两个词汇符合两个语言分支中发现的标准发音转变，并且因此不是从一种语言直译到另一种语言的话，这两个词汇在两种语言中得到证实，便足以证明其来自一个印欧语词源的说法的成立。不过，在一些词形里，如在oneiros/anurj里不存在辅音转变来引导我们得出上述观点，所以上面的两种可能性都是悬而未决的。如果承认这两个词汇之间存在着关联，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印欧语的演变发展和一个直译到希腊语的外来词随后又直译到了亚美尼亚语之间的可能性。后一种直译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亚美尼亚语仅在5世纪从希腊语翻译而来的基督教文献中得到了第一次证实。onar的其他印欧语同源词，是表示“梦”的阿尔巴尼亚语词汇ädërë和ëndërrë。

另外一个支持存在着一个从埃及语传入希腊语的直译词的假设的原因是，onar是一个无词尾变化词汇，和它的对立词hypar（见下文）一样。像其他一些已被确认的借用词一样，诸如字母名称alpha、beta、gamma等，onar的确不符合可见于所有确切的本土词汇的词尾变化形式。

Onar最有可能的词源是中期埃及语wnḥr（“开阔的视野、清晰的视线”）。
(178)

 在世俗体中，它指的是“揭露”。科普特语词汇ouwnh也作为名词“显露”使用。
(179)

 维奇赫尔将wnḥr的发音重构为*wan-ḥáз。尽管将wnḥr视为onar的词源存在着轻微的语音问题，但是两者的确很接近。在这个词语演变过程中，一个带有元音*wa-的半辅音（semiconsonant）或滑音转变为完全的元音*ou或*o，这种转变，有时候发生在词尾-rs消失之后。
(180)

 每一种转变的年代极难确定。不管怎样，当词尾-r仍然被保留时，半辅音变成元音的著名例子是希腊语将埃及神名Wsir转写为“Osiris”。因此，词尾被保留是因为神名中的拟古主义。就onar而言，词尾-r继续被写出来，而且，wnḥr也是一个宗教的或与祭司有关的词汇。总而言之，语音上存在的问题显得相对微小。

它们之间的语义吻合更为可信。如上所论，在荷马时代，不管是真实的梦还是虚假的梦，onar都被视为诸神的“真实”世界传递出的一个景象。在一个永恒或不变的词义上，埃及语词汇wnḥr可能受到了一个与wn［“打开（的）”］、wn（n）［“（存）在”］关系密切的同形同音异义词的影响。总而言之，存在着两个原因，来支持onar是一个来自埃及语的借用词的解释：首先，印欧语词源存在着缺陷，并且，事实上，埃及语词根是由两个可以理解的部分即wn［“打开（的）”］和ḥr（“面孔、看见”）构成的，这是假设的印欧语词根所不具备的。其次，希腊还有另外一个词汇oneiros，它是一个有词尾变化的词汇。最后一个事实本身表明，onar是一个借用词，因为普遍承认的是，在相同的语义范畴内存在着虽然类似但不同的词汇，这就暗示它们是来自同一个词汇或一个正在演变的外语词形。例如，人们可以从英语单词candle（蜡烛）、chandler（蜡烛商人）、chandelier（枝形吊灯）和candelabra（枝形烛台）等中得出这个推论。

我们重新回到《奥德赛》第19卷（第547行）和罕用词hypar的词源上面：一些学者认为它来自介词hypo（“在……下面”）。这个词源分析在语音和语义上都不具有说服力，导致弗里斯克论证，它应该与存在于希腊语hypnos和赫梯语suppar-iya（“睡眠”）的印度—赫梯语词根有关联。后者像拉丁语词汇sopov一样，甚至有一个词尾-r。皮埃尔·尚特莱纳分析了先前的讨论，他关注的是“睡眠”和“真实的梦”之间的语义差距。弗里斯克论证的存在于其他印欧语中并且用作这两种词义的类似词语，并没有得到尚特莱纳的认可。
(181)



在这个问题上，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认为不存在借用语的可能性。他们都没有提到hypar像onar一样无词尾变化的事实所提出的问题。事实上，埃及语基本词汇ḫpr（“发生、逐渐出现、成立、成为”）极有可能是荷马史诗中这个词汇的词源。它们之间的语义极为一致。它解释了不可避免的hypar和神圣的但具有欺骗性的onar之间的区别。语音吻合程度是良好的，但不是极佳的。变成希腊语/h/的埃及语字首/ḫ/好像存在一个问题。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一词语演变是借道腓尼基语完成的。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ḫ/传到迦南语中变为/ḥ/。
(182)

 腓尼基语中的/o/＞/u/、/u/＞/ü/转变，已在第五章探讨，它们能够解释hypar中第一个元音的出现。
(183)



梦和解梦，在埃及文化中尤其是埃及宗教和医学中明显扮演着核心角色。埃及语中表示“梦”的最常用语是rswt，它的科普特语词形为rasou，来自词根ris（“睡醒”）。rswt时不时地在“飞驰的幻象”的词义上使用。做梦也被视为生者的世界与亡灵世界和神界之间的交流。在一些梦里，神在凡人面前显身，向他们传达神的意愿，表明治愈或发布预言。
(184)

 另一个表示梦的埃及语词汇wpt mз‛t（“为正义、真理或美德打开大门”）表明了这一点，它在词义上与非常接近wnḥr。在埃及文化中，梦不总是绝对受人喜爱的，有些人希望通过巫术使其他人做噩梦或虚假的梦。

梦，在《圣经》里并不经常出现，但是当梦出现时，它们明显被当作启示或预言。
(185)

 我们对腓尼基地区的解梦情况知道的更少。不过，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与埃及的解梦极为不同。总之，即便是非常有理由认为尊重梦的真实性和它们作为来自诸神的启示的功能是希腊本土文化，但是考虑到希腊宗教深受埃及宗教的影响，词汇onar（“梦、现实的启示”）和hypar（“将要发生的事情”）无疑可以在埃及找到它们的起源。


 结语

从ḫpr到hypar、从mз‛t和[image: ]
 到moîra和ma、从*dit mз‛和mз‛ḫrw到makários的词语演变，具有毋庸置疑的可能性。从m（w）dw到mythos的词语演变也是如此。关于tēle的埃及语词源分析只是有竞争力而已，但是télos和téllō的埃及语词源以及它们的衍生词在合理性上则远远胜过了假定的印欧语词根。前半部分的每一个小节，也分析了可信程度不一的埃及语词源：xanthos、kántharos、kátharós和brenthos的埃及语词源的可信度明显高于Kynthos、Kentauros或penthos的埃及语词源。同样地，在关于sophía的众多词源分析中，它最有可能来自埃及语sbз。不过，在缺乏来自印欧语词源分析的竞争的情况下，那些可信程度较低的埃及语词源似乎是真实的。此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每一个被承认的来自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借用词或直译词都会使接下来的词语演变变得更具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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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


(102)
  Gardiner（1957，295 §378）.这一习惯用法是作为ḥê phar‘oh（“像法老活着一样”）直译到希伯来语中，参见Genesis 42:15，16。


(103)
  参见Bernal（2001，386-9）。参见下文第十八章，注释123
 。


(104)
  Plutarch（1914）Perikles in Lives，13.另见Foucart（1914，406-7）以及Hornung（1999，22-3）。


(105)
  参见Guilmot（1977，113-6）。


(106)
  Odyssey
 21:61.


(107)
  Mayassis（1957，42）.


(108)
  参见Harrison（1903，574-5）。


(109)
  选文见Clement of Alexandria，Stromateis
 4 in Kinkel（1877，78）.


(110)
  有关这一比喻，参见Froidefond（1971，75-83）。


(111)
  Genesis 26:19.


(112)
  Lines 497-8.希腊语动词ἐνέχω似乎源于ἐν-έχω（“拿住”），尽管尚特莱纳没有将ἐν作为一个与ἔχω联用的介词列出。ἐνέχω的各种含义及词干ἐνέχυ-（“保证、安全”）非常适合于‛nḫ的核心含义“连接、监禁、捆绑”以及它的引申义“誓言”。在这种情况下，双重起源或在传统历史语言学中被充满贬义地称为“腐蚀”似乎是可能的。


(113)
  参见第一卷，第76页。


(114)
  参见McGready（1968，250）。


(115)
  Moscati et al.（1969，139-40），Rössler（1981，688-9）.另见Loprieno（1995，65-6）。


(116)
  Vycichil（1983，254）.


(117)
  甚至兰斯伯格在他对我的词源分析表示赞同的书评中，也在这个对应性上遇到了困难，参见Rendsburg（1989，74）。


(118)
  参见Bernal（1990，107-8）。


(119)
  Gardiner（1947，2:48）.关于Pr‛nḫ意为“大学”的可能性的讨论，参见Bernal（2001，389）。维奇赫尔主张，anš中的-a的发音方式，意味着这里是将‛nḫ作为用于档案的“捆绑材料”使用的，参见Vycichl（1983，195）；然而，表示“生命”的‛nḫ本应该按照惯例被转写为*ōnh。另见Gardiner（1938）。


(120)
  Webster（1958，11）.


(121)
  Astour（1967a，359）.


(122)
  Iliad
 6:458.


(123)
  Jernstedt（1953，55-6）.


(124)
  尚特莱纳尝试区分mythos和épos，他坚持前者意为“说话的内容、看法、思想”，但这个解释不被其他词典编纂学者接受。


(125)
  Brugmann（1903-4，501）.


(126)
  波科尔尼似乎一开始接受了这一想法，但在最后一刻又放弃它。他的索引列出它在恰当的页码，它却没出现在那里。


(127)
  据我所知，该词源是康斯坦丁·达尼埃尔首先提出的，早在我和泰奥菲勒·奥本加（Théophile Obenga）之前便已提出，参见Daniel（1968，306），Bernal（1985，76），Théophile Obenga（1992，84）。


(128)
  关于-w，参见第六章，注释8
 —11
 。


(129)
  也存在着其他词汇sēbe（“芦苇、长笛”）、sib（“蠕虫、蛇”）、sēb（“敌人”）及sbe（“门、门”）。这些词汇为《魔笛》及它的前身维兰德的《露露和魔笛》（Wieland’s Lulu oder die Zauberflöte
 ）提供了主题，Zauber（“魔法”）可能也包括双关语义。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同我的表哥约翰·埃利奥特加德纳（John Eliot Gardiner）合写一篇关于此主题的文章。


(130)
  Cicero（1945）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5:3.9）.


(131)
  Diogenes Laertius（1980）Lives，1:12，and Clement，Stromateis
 1:61.


(132)
  Isokrates Busiris
 ，28.在最近的一部书中，瓦苏尼娅（Vasunia）论证，伊索克拉底的言论很大程度上企图攻击柏拉图垄断“哲学”这个新术语，参见Phiroze Vasunia（2001，209）。我认为，这个观点存在一个问题，考虑到柏拉图对埃及怀有青睐的态度，埃及起源将会提升而非削弱这个新“学科”的地位。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第一卷，第103—108页。


(133)
  关于philō源于mrἰ的词源分析，参见上文第八章，注释77
 。在科普特语文献中，philósophia本身被译为mntsabe，即sabe带上一个抽象前缀mnt-。


(134)
  Brugmann（1903-4，499）.


(135)
  值得注意的是，sabaeans（塞巴人）中的s̩不是迦南语/s̩/（ts），而是阿拉伯字母sād中的“暗的”/s̩/。


(136)
  Tardieu（1986）.


(137)
  参见Hornung（1999，59）。关于《炼金术大全》及其早期传播，参见第一卷，第130—150页。关于诺斯替教派的形象，参见Elukin（2002，620）。


(138)
  Burkert（［1977］1985，117）.


(139)
  Hoch（1997，50 §41）.


(140)
  参见下文第十五章，注释134
 。


(141)
  Pausanias 10:12.5.


(142)
  关于我对埃及天文学准确性的积极看法，参见Bernal（2001，252-5）。


(143)
  我很感激已故的卡尔·萨甘（Carl Sagan）提供了这则信息。


(144)
  更多细节的讨论，见第二十二章，注释249
 —266
 。


(145)
  参见Erman and Grapow（［1926-53］1982，5:391）。这一定义表明，在古代人当中，至少埃及人认为天空是蓝色的。布朗有不同意见，参见Brown（1968b，37-8）。


(146)
  Lagarde（1866，72 §182）.


(147)
  Lewy（1895，56）.


(148)
  关于speîra和moîra的埃及语词源分析，参见下文。


(149)
  对此做出贡献的有Alexander Ephesius；Cicero in De Republica
 6:18；Aristotle in Metaphysica
 ，1073b
 .18，De Caelo
 286b
 24，Meteorologica
 341b
 20，354b
 24；以及其他。


(150)
  进入芦苇地在古王国时期只是法老们的特权，这与《奥德赛》（4:561—570）中的篇章有着惊人的类似；在这段篇章里，埃及占卜师普罗透斯（Proteus）使墨涅拉俄斯确信，他将去到福岛，不是凭借他的美德而是凭借他的身份等级，即海伦的丈夫和宙斯的女婿。欧文·库克指出，公元前2500年前后古王国结束后芦苇地的“平民化”与荷马史诗出现的年代之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参见Erwin Cook（1992，254）。他似乎合理地认为，这个古老的传说被弥诺斯时代的克里特保留。对这一问题的考查，参见Cook（1992）；另见Alford（1991）。


(151)
  Alford（1991，155-61）.


(152)
  诗歌体尾缀-íē或-ē，非常符合在埃及语ū＞ē转换之后来自*Sḫἰзrw的一个晚期借用。


(153)
  Polybos“许多牲口”是一种对富人的常见的荷马式名称。在《奥德赛》中，这种名称有许多其他的例子。


(154)
  Odyssey
 ，8:370-9.


(155)
  它也源于诺斯特拉语*th
 aly
 ，参见Bomhard and Kerns（1994，281 §98）。


(156)
  关于来自p‛l的更多希腊借用语，参见第十四章，注释38
 —39
 。


(157)
  Cram（1938，424）.


(158)
  Szemerényi（1966b，41-2，and 1987 3:1232-3）.Τηλία（“卷边桌子”），尚特莱纳没有给出适合这一形式的词源分析。


(159)
  埃尔努和梅耶将该词与moenia［“城市防护（物）”］联系起来。我也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闪米特语借用词。


(160)
  Orel and Stolbova（1995，378 §1742）。关于该哈迪亚语词形，参见Leslau（1979，3:418）。


(161)
  关于“玛特”（Maat）研究的参考文献，参见Lichtheim（1992，205-7）。当然，它没有收录1994年卡伦加（Maulana Ndabezit Karenga）提交的一本802页厚的学位论文。


(162)
  维奇赫尔推断，在新王国时期，这一词汇有两个发音：带有一个短音/u/的*mua‛和带有一个长音u的*mūa‛。参见Vycichl（1983，105）。我认为它们两个都可以被视为圆唇音mw
 。关于一般的埃及语圆唇辅音，参见上文第五章，注释177
 —178
 。


(163)
  参见第五章，注释188
 。


(164)
  Bury（1932，18-9）.


(165)
  按照这种描述，便很难理解扬·阿斯曼的说法：“玛特被认为摩伊拉的对立面”（Ma’at Meint Ungefahre das Gegenteil von Moira），参见Jan Assmann（1993，400）。［摩伊拉（Moira）在希腊神话中指的是命运女神，它通常以复数形式Moirai（摩伊赖）出现，古希腊人认为命运女神有三个，她们共同司掌人类、诸神乃至宇宙万事万物的命运。——译者注］


(166)
  在荷马著作中被用来奉献给诸神的Μηρία（H），通常被认为指的是大腿，而且毫无疑问这是该词后来具有的词义。但是，在荷马著作里，它们似乎是大腿的上部，即腰腿部或臀部。Mēría似乎不太可能源于印欧语词根*memsra，其可见于拉丁语membra中；而是源于迦南语词干，该词干在乌加里特语中为mr＞a，在希伯来语中为mərî＞。在这些语言中，它被解释为“养肥待宰的幼畜”，这一术语几乎专门用来指祭品。它实际上好像最终与词根√mwr有关联。


*
 摩伊赖，摩伊拉的复数形式。——译者注


(167)
  Pausanias 10:24.4.


(168)
  Wilson（1949）.


(169)
  参见本书第九章，注释188
 —190
 。


(170)
  Krappe（1940，245），Vermeule（1964，72），Daniel（1962，19），以及Hemmerdinger（1968，240）.


(171)
  Griffith（1997c，231）.


(172)
  本书第八章，注释49
 。


(173)
  μἀκαρ和μἀκᾱρ的交替使得makários也可能有一个长音/ā/。格里菲斯遵循达尼埃尔的观点，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ḫrw的代词形式ḫara可见于波海利方言，即最邻近希腊的三角洲地区的科普特语方言，参见Daniel（1962，19），Griffith（1997c，231）。


(174)
  因为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梦的声音是珀涅罗珀捏造的，她认出了但并没有公开承认奥德修斯，参见Ahl and Roisman（1996，252-4）。


(175)
  Bolling（1944，47）.


(176)
  默雷在他的奥德赛译本中没有引用任何权威观点或理由，写道，“θει̑ος·οὐ̑λος（神圣=邪恶）”，参见A．T．Murray（1919，2:1:52）。


(177)
  本书第七章，注释73
 。


(178)
  wnḥr作为“梦”，有许多有趣的同义词，包括rswt（“觉醒”）和wpt mз‛t（泄露真相”）。


(179)
  它通常被用来翻译ϕαίνειν。


(180)
  关于可见于科普特语的w＞u转换，参见Loprieno（1995，50）。


(181)
  关于这些观点的讨论，参见Chantraine hupar
 和hypnos
 ，s.v。


(182)
  同一种语言变化进程的另外一个例证显然是埃及语ḫtm（“密封的、完成的”）和希腊语hetoimos（“准备就绪的、实现的、有效的”）。通过迦南语传播的方式，可以在希伯来语ḥātam（“密封的、完成的”）那里证明。该词根的准确词形未被确定，但它可能是通过带有被转换到字首的送气音的未来时词形yih.tōm完成的。不管怎样，ḥātam为hetoimos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词源，因为后者未被发现有印欧语词源。


(183)
  哈里斯认为腓尼基发音/ū/是在“晚近的”时候形成的，参见Zelig Harris（1939，44）。塞格特（Segert）没有做出这些条件限制，参见Segert（1997，197）。确认早期腓尼基语元音的唯一方法是利用阿卡德楔形文字，/ō/和/ū/在其中都被写为u
 。因此，这种变化可能在/ū/在希腊语或罗曼语中被证实之前便已完全完成。一个可能的问题是腓尼基语也经历了a＞o转变。这一转变，尚不能被确定发生在/ō/转变为长音/ū/之前。这一例证表明，短音a＞o的转变发生时间较晚，并且借用到希腊语中的时间介于两次转变之间。


(184)
  Vandersleyen（1986）.梦可以自发地发生，或者被“孵育”（“incubation”）有意识地激发，在神圣的地方睡眠尤为如此。做了梦之后，专门的祭司会为它们做出解释。埃及医药史学家努恩（J．F．Nunn），采用极简主义视角来看到埃及文化的成就，他认为埃及的孵育形式源于希腊（1996，110-1）。他没有提到范德尔斯雷恩的材料。后者写道：“这一实践被视为晚期发展的成果，因为，它在希腊化时期被大量记载，尤其是作为一种治疗方式被记载……事实上，它至少从第一中间期以来和在新王国时期便已被采用。”


(185)
  事实上，许多参考材料来自约瑟在埃及解释的梦（Genesis 40-1）。



第十一章　希腊语中重要的埃及语词汇（第二部分）

本章只探讨两个埃及语词汇：其一，nfr（w）（“好的、美丽的”，另外还有一个词义“零、底线）”；其二，ms（i）（“孩子、诞生”）。两个词汇在埃及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们在希腊产生了重要的并且是纠缠在一起的衍生词。这些衍生词，需要给以极为细致的关注。


 NFR（W）/MS

Nfrw

这一节与这两个埃及词汇有联系，是因为在希腊神话中宁芙们和缪斯女神们纠缠在了一起。不过，在将它们放在一起探讨之前，我想关注一下nfr和希腊语nephroí（“肾脏”）。波科尔尼试图将这一词汇与词干*negu̝
 h-rós（“肾脏、睾丸”）联系在一起，该词干可以在其他语言中找到，例如日耳曼语中的nior（“肾脏”）。这种做法受到埃尔努和梅耶的支持。尚特莱纳对他假定的*neghw
 表示不满，插入了一个敬告式的注释，指出：对于这些器官，印欧语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词根。

仅有的几个与nephroí有明显联系的是拉丁语词汇nefrendes、nefrōnes和nebrundines，是普莱奈斯特（Praeneste）方言和拉努维乌姆（Lanuvium）方言中的词汇。它们都指的是“肾脏”，也有可能指的是“睾丸”；并且，Nefrendes还有另外一个词义“猪仔”。这意味着，关于“柔弱的小不点”（tender morsel）有一个更大的语义场。埃尔努和梅耶指出，这些词汇看起来像外国词汇，并且的确极有可能真的是来自nephroí的借用语。

根据霍拉波罗（Horapollo）对写于5世纪晚期的象形文字的描述，表示“好”的符号被书写时带有一个“心和一个气管”。
(1)

 他的判断被现代埃及学专家们接受，他们以[image: ]
 （F35）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表意文字或三字母词nfr。但是不可能探明该符号和该词汇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或者仅仅是意联。

这种做法仍然没有将nfr（“好的、美好的”）与nephroí（“肾脏”）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些器官的命名，埃及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汇ggt。来自nfr（“零”）和nfrw（“地水平面、底线”）的专有词义的联系，被数学史学者（？）（Beatrice Lumpkin）证明。
(2)

 在一个极其引人注意的注释中，埃及学专家罗萨琳德·帕克（Rosalind Park）对为什么在对尸体进行木乃伊化处理时只将心脏和肾脏留在身体里而把其他器官都移除这个问题进行了考查。她证明，肾脏被等同于天秤星座。
(3)

 它们被视为君主即心脏的明智而又平和的谋士。她还阐明了它们在古王国时期艺术网格体系中的位置，在其中，天平的基座位于人体权威绘图的中心位置，因此就位于该网格图的nfrw位置。
(4)

 所以，nfrw既指肾脏，又指完美的和谐。

我在第九章提到过nfr（w）t（“美丽的年轻女子”）。
(5)

 不过，作为一个牧牛民族，最早的埃及人是从母牛身上看到了真实的美。美神哈托尔（Hathor）就是一个母牛的形象，词语[image: ]
 （“长着牛脸的、长着牛眼睛的”）用于描绘许多希腊女神和美丽的女人。因此，发现nfrt表示牛，不足为奇。在第三章中，我提到了撒哈拉绘画中的双色牛，显然受到了精心饲养，并且在整个古代埃及文化中有斑点的牛都会受到崇拜。
(6)

 在希腊语中，狄奥尼索斯酒神节仪式的参加者所穿的带斑点的黄褐色兽皮，被称为νεβροί（H）。尚特莱纳肯定地将亚美尼亚语nerk（“颜色”）视为它的同源词。既然带斑点的兽皮和埃及对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影响有联系，那么这个词源说明和来自nfr的词源说明相比，在语义上实在不够准确。弗里斯克更进一步提出，将它和拉丁语niger（“黑色”）联系在一起，实为荒谬。
(7)



缪斯和Moschos

在细致的艺术表现中，双字母象形文字[image: ]
 （F31），是一把挤在一起的狐狸尾巴。来自撒哈拉和柏柏尔画像的信息强烈暗示一个更基本的词义：灌溉土地时，水必须分流，涌入不同的渠道。
(8)

 如此的形象描绘适合于生孩子时羊水的破裂，见[image: ]
 （F31，S29，B3）（“分娩”）。与分娩相关的埃及语字符丛写为ms，发音却是多变的和复杂的。在科普特语中，分娩是mise或misi。在表示“儿子、……的孩子”的名称中，其中的元音在中巴比伦语中发音为/ā/，希罗多德的发音为/a/，但是曼涅托的发音是/ō/。
(9)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个圆唇音mw
 a。在许多古拉格语中，mw
 äs（s）a指的是“牛犊、幼崽”。在中部乍得语中，埃及语动词ms（“分娩”）的同源词是mw
 as。
(10)

 尽管事实上*ms从未在埃及语名字中单独出现过，但是学界普遍承认，希伯来语名字Mošeh源于埃及语ms。希伯来语中，埃及语/s/的习惯性对应发音是/š/。希腊语μóσχος（H）是表示“幼崽”的一般词汇，它还有一个专门词义“发芽、芽苗”。弗里斯克与尚特莱纳将该词视为印欧语词汇，引用亚美尼亚语词汇mozi（“牛犊”）重构了一个词根*mozĝho-s。在我看来，mozi似乎更有可能是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语，并且móskhos源于腓尼基语词汇*mošeh，该腓尼基语词汇与埃及语ms（“牛犊、幼崽”）对应，科普特语写作mase（S）和masi（B）。
(11)




 NFR/MS

缪斯、姬妮以及宁芙和缪斯


作为女儿们的缪斯。
 在这个问题上，我喜欢将这些希腊语词汇放在一起探讨，因为它们是对两个埃及语词根nfr和ms的反映。我将尽力证明希腊语Mousai或Moisai像Mosšeh一样，都是从埃及语词根ms那里得到她们的名字的。然而，这一考查就远远超出了语言学范畴，进入了肖像学、神话学和文学的探究领域，来寻找宁芙们、年轻的分娩神灵和滋养的提供者的起源。

缪斯这个名字的印欧语词源来源于一个假设性的词汇*Mont-ya。它指的是“大山的宁芙”（mons montis）。的确，缪斯们经常和大山联系在一起；但是，mons是一个拉丁语词汇，而不是希腊语词汇，这就使得这一语义学解释和语音学解释同样缺乏可靠的证据。
(12)

 另一种可能是，*Mont-ya和印欧语词根*men（“心智”）联系在一起。因为，艺术的保护者缪斯，她们的母亲被称为墨涅摩绪涅（Mnemosyne）［“记忆（女神）”］，这存在着语义学上的可能性；但是，在语言学上存在问题，即men和Mousai（缪斯们）在发音上相去甚远。

接下来，我将基于肖像学的根据来论证Mousai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王国时期。因此，Mousai最简单的词源是埃及语*mw
 es。这将解释伊奥利亚语词汇[image: ]
 、多利亚语词汇Μοισᾱγέτα（“缪斯们的首领”）（即阿波罗）以及《旧约圣经》希腊文词汇[image: ]
 即缪斯的起源。从语义学上来看，Musai或Moisai源于ms的解释几乎同样合理。早期的诗人们非常强调缪斯们是宙斯的女儿或孩子。赫西俄德《神谱》的最后几行写道：

现在，奥林匹斯山歌声甜美的缪斯，

持盾的宙斯的女儿们，请你们歌唱凡间的女人吧。

《伊利亚特》第二卷重复了类似的说法，即缪斯们是宙斯的女儿，它包含了史诗中最为古老的一些材料。
(13)






怀孕的河马。
 她们被称为Musai的一个更远的但又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它和[image: ]
 即[image: ]
 （F31，A17）（“孩子”）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它和msἰ（“分娩”）联系在一起。尽管缪斯不是单纯的埃及女神，她们后来传到了希腊，但我们应该明白，她们在围绕女人分娩的埃及崇拜仪式中存在着前身。

早在第五王朝刻写的金字塔铭文中，就有一些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千纪，它们提到一个女神名为伊佩（>
 Ipy），她被死后的法老召唤，用她神圣的乳汁哺育他：“啊，我的母亲伊佩，请给我你的乳房，我将它含入口中，吮吸你那洁白闪亮甜蜜的乳汁。在那遥远的土地上行走时，我将永远不会饥渴。”
(14)

 从这时起，埃及文献再也没有描绘过女神伊佩。当这个名字似乎和词根ἰp或ἰpз（“秘密空间或私人空间”）以及ἰpt（“内室”）——分娩时用的居所或被禁闭的房间联系在一起时，毋庸惊奇。不过，在如此早的时期，伊佩极有可能被视为站立的河马，因为这样的形象已经出现在了早王朝晚期和第一中间期的护身符和圣甲虫上面。

为什么河马成为分娩的象征？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推测。一种观点是动物们被认为分娩时无痛苦并且会极其凶猛地保护她们的幼崽。这种凶猛和人们熟知的动物的坏脾气，可能是平息最危险的神灵所必需的，就像豺神阿努比斯（Anubis）被视为亡灵的保护神。
(15)

 另外一个因素非常简单，即河马和孕妇之间很容易被察觉出来的体形的类似性。

到中王国开始时，伊佩或她的名字的女性化形象伊普特（>
 Ipt）（“奶妈、接生婆”）很明显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另外一个女神名为茹特（Rrt），她拥有站立的河马的身体、狮子的四肢和鳄鱼的头部。像伊普特一样，她被视为分娩中的女人的保护神。茹特还有星相职能，和天空女神和诸神之母努乌特（Nwt）女神联系在一起。茹特女神作为一头背上背着一只鳄鱼的站立的河马形象，被视为天空北方的一个星座即大熊星座的掌控者。
(16)



一些男神也有类似的形象。像女神们一样，他们和用水净化尤其是对死者的净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程序，诸如法老们神圣的登基仪式，被视为和分娩相类似。一些护身符是珠子的形状，大致刻着站立河马的形象，只在女人和孩子的坟墓中发现，它们可能与分娩时的死亡有关，也同样与进入永恒的重生有关。不过，在中王国时期，这些形象也出现在其他物品上，如著名的回旋镖型的魔法刀或魔法杖。在这些物品上，站立河马的蚀刻画像拿着大刀，在其他神魔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因此，这些河马神不仅仅是女神本身，并且有一些她的小神或协助者。
(17)

 从坟墓绘画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魔法杖用于分娩，也用于亡灵复活。

许多站立的河马形象证明了所谓的“背部附属物”，即一根长的、有花纹的、像软体虫子一样的东西。到第十二王朝之前，鳄鱼取代了那些软体虫子，或者增添在它们上面。背上背着鳄鱼的河马形象将河流中两个最强大的并且最危险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中王国晚期，这些形象增加了更为明显狮子特征；并且，到此时为止，河马—狮子—鳄鱼三位一体的形象开始作为TзWrt（“大女神”）被人知晓——或许是因为她激起的巨大恐惧，希腊人称之为透瑞斯（Thueris）。
(18)






分娩神
 。在中王国时期，透瑞斯经常和贝斯（Bēs）神为伴，贝斯神是一位掌管音乐和再生并且具有神秘色彩的神灵，他被刻画为黑侏儒或俾格米人的形象，不过也拥有狮子般的特征。他以“蓬特的君王”或“努比亚的主人”而闻名，并且因此和中非洲联系在一起。
(19)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主张，入会割礼（initiatory circumcision）和死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他认为，在“非洲”，入会割礼是由一个身穿狮子皮或豹皮的男人来实施的。
(20)

 伊利亚德的“非洲”是一个界定不明的概念，虽然它限制在操亚非语的大部分社会，其中流行割礼的风俗。人类学家玛利亚·施特拉克门斯（Maria Stracmans）和安娜·蒙特斯（Anna Montes）指出，割礼风俗在许多非洲文化中存在，入会者被扒光衣服，涂上白色（尸体的颜色），并且被玩笑和下流语言侮辱。
(21)

 尽管流传下来的古代埃及割礼绘画场景相当地乏味，但是埃及的仪式、玩笑、下流话和入会仪式是贝斯神性格和崇拜的核心要素。

贝斯神名字中的/s/通常被写为[image: ]
 ，词源上是一个清声齿擦音/s/。相比之下，象形文字[image: ]
 最初是一个浊音/z/。在中王国时期，两个音素合并为/s/。由于贝斯神的名字只是在新王国晚期才被确认，所以它的更早发音不能确定。塔卡克斯对此写道：“在词源学上可以冒险将其归于不著名的OEg咝音。”由于将它视为清声咝音，他倾向于将bs（“孤儿、弃儿”）视为一个词源，该词是一个被微弱证明的对应词汇。从语义上将它和贝斯联系在一起，还需要费一番周折。

不过，如果学者们假设贝斯的早期形式是*bz，那么它就会与其他亚非语词根存在着丰富联系。在讨论它们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些在中期埃及语中证实的其他词汇，它们被写为bs，但是不能确定s（s＞s或z＞s）是否用上。Bsἰ表示“（水的）流淌或喷涌”和医学的“膨胀、身体排出”。Bsз表示“保护”，在词组mw bsз（“水体保护”）中，它是母亲的乳汁。
(22)

 所有这些词都有强烈的肉体诞生的含义。然而，就其本身而言，bs的意思是“引导某人进入、登基称王、着手开始、向……吐露秘密”。它本身也指“秘密”。
(23)

 此外，它们也能解释在埃琉西斯进行入会仪式时进行喊叫的首要因素πάξκογξ（即pax kongx）的起源。
(24)

 这个长长的字母组合符合贝斯崇拜的角色，他是分娩、重生、保护和入会的人格化。贝斯崇拜在晚期埃及最流行，不过它和透瑞斯崇拜可以追溯到中王国时期。
(25)



将*Bz作为贝斯名字的最初结构加以接受的话，我们余下的就是关于发音的问题。埃赫雷特认为，原始库希特语中的*beez是bz（“显露”）的一个同源词。
(26)

 不过，按照发音规律变化，晚期埃及语Bēs在早些时候的埃及语中应该是*Būz。有意思的是，这一思路引导我们走进了巴扎（Bw
 äžžä）和巴祖（Bazō），巴扎是异教的古拉格人所信奉的闪电神，巴祖是库希特人信奉的神。语音上的类似与地理上的接近相匹配，依此推知，贝斯源于努比亚和蓬特，这个地区大体上崇拜巴扎/巴祖。不过，两个神的本质差别极大。就我所知，巴扎/巴祖似乎不像贝斯神，他与埃及的敏神更为接近，敏神是一个闪电神和生殖男神。
(27)

 他与人类分娩、入会仪式和死亡，或者狮子无关。

就此而论并且考虑到上文提到的披狮子皮的切割包皮者，有趣的是，发音的*bz象征着狮子或马科动物的头或脖子（或面具？）。它类似于现代非洲割礼仪式上使用的狮子面具。
(28)

 对此，塔卡克斯在阿加乌语中找到了bə̄dɀW
 ə（“豹子、美洲豹”）和abza（“狮子”）的同源词。
(29)

 他列举了表示“显露”的*bz在库希特语、闪米特语、柏柏尔语还有可能的奥摩语中的同源词。塔卡克斯看似真实地认为*bz（“秘密”）也可能来自同一个词根，虽然它或许与乍得语词汇*b-z（“包封”）相关。
(30)

 总而言之，贝斯是掌管分娩、入会和与之相关的秘密仪式的神灵。




克里特岛上的“姬妮”
 。在爱琴语中，词语“genius”（精灵）和“daemon”（兽灵）经常被用于描绘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集合了黄蜂、狮子、猪或者驴的特性。到1890年，学者们推测，这是一个由透瑞斯演化而来的神灵。几十年里，阿瑟·埃文斯展现了一个清晰的肖像演变足迹，它起于第一中间期或中王国早期对TзWrt/透瑞斯的描绘，即一个背部长着鳄鱼皮肤的河马形象，然后到青铜时代爱琴语中的许多“genii”（姬妮）的形象。
(31)

 在最近几十年里，一些学者试图否认这种演变过程，但是这些尝试都被彻底否定。如今，可以毫无疑义地确定，她们之间存在着肖像学或图画上的相互联系。
(32)



这些人物是何时传入克里特岛的？最早的例证来自克里特岛南部普拉塔诺斯（Platanos）一座圆顶墓中发现的圣甲虫上面。这个圣甲虫是埃及传进来的还是克里特仿制的，学者们对此争论不已。如果是埃及的，那么问题是它来自第一中间期还是第十二王朝。对该坟墓年代的论证也存在着矛盾，大约为从弥诺斯早期III期到弥诺斯中期III期。
(33)



这个特别的圣甲虫可能不是传入该岛的第一个圣甲虫。不过，随着公牛崇拜，透瑞斯可能是在宫殿群建立前传入克里特岛的，这些宫殿被视为从西南亚和埃及打包传入的文化的一部分，改变了岛上社会政治生活。这一变革影响到第十一王朝。在两个时代之间，为“第一个”圣甲虫的传入提供了准确的时间。不管怎样，普拉塔诺斯的圣甲虫以及佩斯托斯（Phaistos）和克诺索斯王宫内印章上的刻印明确地显示了克里特岛旧王宫时期广为流行的人物肖像。同样明显的是，这种主题在青铜时代晚期从克里特岛扩散到了塞浦路斯岛和希腊大陆。

今天，保守的观点接受这一肖像的起源演变，但是对透瑞斯和爱琴海上的姬妮在意义和功能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持有相当程度的怀疑。艺术史学家玛格丽特·吉尔（Margaret Gill）彻底否定任何联系。沃尔特·伯克特更加明智，但给人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从肖像学上来看，她们和埃及的河马女神塔乌尔特（Ta-Urt）即大女神有关，这个女神背上长着一块鳄鱼的皮肤。但是，她们的数量如此之多，身份类似奴仆，不可能是从埃及这位女神那里演变而来。”
(34)

 如上所述，数量繁多和奴仆地位，从中王国早期开始便明显出现。




透瑞斯和“姬妮”之间公认的类似职能。
 孤立主义艺术史学家罗兰·汉普（Roland Hampe）和艾瑞卡·西蒙（Erika Simon）精彩地阐明了这些“姬妮”以及她们与埃及的关系的保守看法。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精灵”是

一种生物……部分属于动物王国，部分属于人类和神……它明显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或者和它的同伴侍奉一位神，受一人统治，否则就被野兽们降服或猎杀。它甚至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这种生物被正确地表述为兽灵，因为它出奇地符合柏拉图对灵（Demonic）的定义，即介于人和神之间的生物……可以确定，迈锡尼人接受了来自克里特岛的这一观念。并且，弥诺斯人受用后腿行走的埃及河马女神塔乌尔特的启发描绘出了他们对它的想象……兽灵们的白颜色……表明她们是女性……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她们在肖像上来自埃及女神。
(35)



因此，此处文字承认了性别——埃及神最大的特征之一——已经被传承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著作暗示她的其他特征也得到了传播。有时作为一个纯粹的爱琴文化产物的例子，姬妮们与水罐和倾泻的水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可以描绘为对降雨气候迷狂崇拜的结果。不过，克里特的考古学家朱迪斯·温加滕（Judith Weingarten）指出，在中王国时期的《棺材文书》（Coffin Texts
 ）中透瑞斯是和天界的水联系在一起的（完全符合河马的习性）：“那是努恩（Nun）的水，原始的海洋。河马兽灵出现，是水的混沌人格化，世界从水的混沌中形成，这些水转化为清洁和净化的水。”温加滕又指出，在中王国时期，女人们在分娩之后需在仪式上净化14天。她认为，透瑞斯是一个神圣的护士，和这一程序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似乎是透瑞斯作为原始的水，不仅象征着用于清洁产后妇女的水，而且象征着分娩本身出现的水和血。不过，温加滕正确地强调了净化仪式。
(36)



从新王国早期开始，中空的透瑞斯小雕像被雕刻成乳房带孔的，以便水能够一滴一滴地流淌。这些雕像用于喷洒少量的圣水或乳汁。净化用的水盆也是献给透瑞斯的。温加滕指出，透瑞斯还主管着一个将纯净的水浇在跪着的祭司头上，流进一个水盆的仪式。虽然这些仪式只在新王国时期得到了证实，但是她认为，这些来自《棺材文书》的篇章表明，这样的仪式和水盆可以追溯到中王国时期。
(37)



爱琴海的姬妮们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打猎。这一特征，埃及的前身们似乎也有。在中王国时期的绘画中，透瑞斯拿着大刀，攻击和屠杀荷鲁斯神和拉神的敌人。温加滕对此写道：“（透瑞斯）带着被捕获的动物去献祭，这可能是弥诺斯人对她吞噬或杀戮拉神的敌人的一种延伸。这个延伸没有拒绝她的女性身份，但是透露出在她的本质中存在着一个职能的矛盾，这一矛盾已经在中王国时期塔瓦勒特（即透瑞斯）身上得到明确的证实。”
(38)




兽灵。
 “兽灵”一词，用到这些人物身上，显然是不准确的。像波科尔尼这样的语言学家和像E．R.多兹（E．R．Dodds）这样的古典学家，已经主张词汇δαίμων（H）源于词根δαίομαι（“划分、分配”）。因此，它表示“分配者”或“主人”。
(39)

 不过，马丁·尼尔松（Martin Nilsson）认为，兽灵最初不仅是介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物，而且是非人类的“一种纯粹的力量化身”。
(40)

 这一解释暗示了迦南语词根dmh（“类似于”）和已被证实的词汇dimyôn（“神圣的化身”）。
(41)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灵
*

 是一种人一生下来就获得的特殊存在，它会继续守护着他或她。
(42)

 沃尔特·伯克特指出，柏拉图的观点源于更早的传说。
(43)



考虑到这一起源，就不必惊奇于希腊人对兽灵的认识极为模糊。兽灵的确不只有女性。因此，这个词似乎不太适合于姬妮们。我认为，学者们对姬妮把握得更为准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考查姬妮们的一个具体画像，该画像刻在迈锡尼附近梯林斯发现的一个大的金指环上面，年代为公元前16世纪或公元前15世纪。在这个指环印章上，四个姬妮运着一个祭祀用的祭酒罐，送给一个坐着的神灵或君主，他手里持着一个大的容器。正如汉普和西蒙指出的那样，宝座后面是一个“传令使者——一只鹰或隼”。
(44)

 这一描述对象是爱琴海地区对扭曲的或歪脖的[image: ]
 （G7）象形文字字符典型的吸收。这个象形字由[image: ]
 （G5）（“隼”或荷鲁斯神）和[image: ]
 （R12）（“用作携带宗教符号的旗杆”）组成。
(45)

 在古王国时期，[image: ]
 是荷鲁斯的一个标志，它优先和荷鲁斯神联系在一起。不过，在中王国时期之前，这个符号传入爱琴文明，被更广泛地使用，表示任何一个神。所以，在梯林斯指环上，该形象仅仅表示“神”，可能指的是阿波罗神，他与荷鲁斯的身份对等。尽管如此，虽然这一点不能确定，但是指环上的那个人物显然是女性，因此有可能是阿波罗的孪生姐妹阿耳特弥斯。这一认同得到了一个事实的佐证。在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image: ]
 被作为[image: ]
 （R13）的交替词使用，[image: ]
 是表示ἰmn（t）（“西方”）的义符。对此的进一步论证将在第十九章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仅仅提一下我的判断，阿波罗这个神名来自Ḫprr——代表上升的太阳的圣甲虫神，阿耳特弥斯的名字来自埃及语或埃及—爱琴语*Ḥrt Tmt，它是Ḥr Tm阴性形式，Ḥr Tm是傍晚的太阳神。
(46)

 不管怎样，阿耳特弥斯是一个傍晚的太阳神，并且她的名字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因为A-te-mo出现在了B类线形文字的牌匾上。因此，这个代表“西方”的符号强烈地暗示，那个坐着的人物是阿耳特弥斯。

如上所述，埃及语符号ἰmn也可能指克里特城市阿姆尼索斯（Amnissos）。这个地名明显来自埃及语ἰmnt（“西方”），它被证实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并且有可能比这个时间早1000年。
(47)



将坐在宝座上的人物确认为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这种看法也与其他印章或绘画中姬妮们从事打猎活动的行为极为吻合。因此女性的姬妮们和洒水以及狩猎联系在一起，可能是阿耳特弥斯的宁芙们（nymphs）的原形。




宁芙、百合花和蜜蜂。
 希腊语nymphai来自埃及语nзn（y） nfr（w）t（“美丽的年轻人/女人”），已在第九章探讨过。
(48)

 克里特岛有许多关于成双成对的宁芙庇护和养育婴儿宙斯或狄奥尼索斯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显然与伊希斯和奈芙蒂斯（Nephthys）埋葬、哀悼并使奥西里斯复活的故事类似。这些宁芙中有两个名为伊达（Ida）和阿德拉斯忒亚（Αδραστεία）。后者的名字似乎真是来自Ḏrt nḏst（“较小的风筝”），这是奈芙蒂斯的一个称号。这两个宁芙被认为是墨利萨乌斯（Melisseus）（“养蜂人”）的女儿。
(49)

 因此，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蜜蜂”（蜜蜂在古代被视为阴性）或者翻山越岭地搜集滋养品的野蛮女人。

人类乳汁实际上的甜蜜和隐喻中的甜蜜在许多文化中都闻名，并且我们在上文也看到关于伊佩的《金字塔铭文》提到了它的功用。蜂蜜被涂在痛处和伤处，在埃及医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50)

 这一实践暗示蜂蜜和不朽之间存在着联系，因为埃及人认为从疾病中恢复和死后复生存在着类似性。中王国文献中存在着一首著名的诗《一个人和他的巴之间的争辩》，对此进行了生动描写：

今天我就要死亡

（像）一个病人的康复

像禁闭之后的户外徜徉
(51)



不管是埃及人对蜂蜜的医学利用还是它与不朽相关，显然都在《伊利亚特》中得到了反映。在史诗的邻近结尾处，阿喀琉斯哀悼挚友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的死亡，并担心他的实体会腐烂，他的母亲忒提斯（Thetis）消除了他的担心：“来到帕特罗克洛斯跟前，她用阿姆布罗西亚（ambrosia）和红润的仙露灌入他的鼻孔，他的肉体可以继续保持完好。”
(52)

 这种木乃伊处理方式——在埃及，防腐剂也是通过鼻孔灌入的——有赖于这两种假定为神灵食用的物质。词汇νέκταρ源于闪米特语动词√qtr（“气味、像烟或水汽向上飘动”）的反身分词。希腊语néktar指的是带有香味或冒热气的葡萄酒，因此也可能指蒸馏之后的“不朽的”烈酒。
(53)



希腊语词汇“阿姆布罗西亚”的意思仅仅是“不朽”。在荷马史诗中，神圣的物质用于防止活人或死人的身体的腐化。就此而言，埃及人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蜂蜜。在希腊，蜂蜜首先是作为诸神和他们的神圣动物的食物或食料使用的，而后才成为他们的饮料。现代学者倾向于将阿姆布罗西亚视为理想化的蜂蜜。
(54)



在爱琴地区，蜂蜜滋养婴儿、死者和其他新神化的不朽者。和克里特的养蜂人特别对应的埃及人物，可以在对天空女神努特（Nut）的崇拜中找到，努特神将死者的棺椁盖上，并且和河马/鳄鱼女神勒勒特（Reret）联系在一起，这个需要记一下。努特的希腊对应人物是瑞亚（Rhea），诸神之母，她在克里特庇护并养育了他的儿子宙斯。其他记载说，年轻的宙斯是被蜜蜂养大的。
(55)

 在《金字塔铭文》中，一个祷告者像努特祈祷：“噢，努特神，您作为蜜蜂现身……噢，努特神，您使国王（Nsw）归来，这样他就可以活了。”
(56)

 这里有一个双关语，如上文所述，bἰt不仅指“蜜蜂和蜂蜜”，而且也指“下埃及的国王”。
(57)






另外的宁芙和蜂蜜。
 现在让我们回到克里特的蜜蜂和蜂蜜这个话题上，克里特位于黎凡特、埃及和爱琴三个文化的交汇处。另外一个宁芙也喂养过年轻的宙斯，她是Α̕μάλθεια（Amáltheia），她的名字很可能源于[image: ]
 ἰmзt（“母野山羊”），带有神圣的后缀-theia。
(58)

 阿玛尔忒亚具有魔力的丰饶角有时充满了蜂蜜。青铜时代的证据证明，蜂蜜出现在了阿姆尼索斯的埃雷图伊亚（Eileithuia，另一种拼写为Eileithyia，即“埃雷提伊亚”）崇拜中，埃雷图伊亚是爱琴文明中的分娩女神。一块出土于克诺索斯的牌匾这样写道：

阿姆尼索斯：一罐蜂蜜献给埃琉提亚（Eteuthia，即埃雷提伊亚），

一罐蜂蜜献给所有神，

一罐蜂蜜……
(59)



埃雷提伊亚和她的许多不同变体名字，似乎来自闪米特语>
 Éiltu或*>
 Elat，它们在阿卡德语、乌加里特语和腓尼基语中得到证实；它的词义仅指“女神”。这样一来，像TзWrt（透瑞斯）一样，埃雷提伊亚可能是一个女神的替代名，这个女神是如此的有力量和危险，以致她的真实名字太恐怖，人们不敢说出它。埃雷提伊亚频繁地以复数形式——埃雷提伊埃（Eileithyai）——出现，并且，像透瑞斯一样，这位爱琴海的分娩女神有许多女性助手。

如牌匾中暗示的那样，埃雷提伊亚和阿姆尼索斯联系在一起持续了1000多年。最早对阿姆尼索斯的提及出现在铁器时代的一份文献中：在《奥德赛》中，阿姆尼索斯是埃雷图伊亚的一个山洞的地点。
(60)

 根据卡利马科斯（Kallimakhos）《献给阿耳特弥斯的圣诗》的记载，阿耳特弥斯是一位分娩女神。
(61)

 卡利马科斯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位高级官员，他以“我从不吟唱未经证实之事”的学究言论而闻名。
(62)

 既然如此，他的观点被许多阿耳特弥斯崇拜地出土的碑铭材料证明，在这些铭文中，阿耳特弥斯代表了或被等同于分娩女神埃雷提伊亚。
(63)

 在另一篇献给一个小女孩70天庆典的诗篇中，卡利马科斯写道：

阿耳特弥斯，（她出没于）阿姆尼索斯的克里特平原上……

为此，接受温和的女神们，

这一最诚挚的邀请，

……缪斯们，我将为这位小淑女歌唱。
(64)



这几行诗词触及本章的多个主题。阿耳特弥斯和阿姆尼索斯联系在一起，在卡利马科斯《献给阿耳特弥斯的圣诗》中又一次提及：

给我俄刻阿诺斯（Okeanos）的60个女儿，充当我的合唱队——所有9岁的少女，解开了带子，给我当女仆，20个阿姆尼索斯的宁芙……
(65)



帕萨尼亚斯写道：“克里特人认为，埃雷提伊亚是赫拉生在克诺索斯周围农村阿姆尼索斯的孩子。”
(66)

 考虑到上文探讨的梯林斯指环印章，我们会发现埃雷提伊亚、阿耳特弥斯和阿姆尼索斯之间的联系更有趣。

让我们重新回到向阿姆尼索斯的埃雷提伊亚奉献蜂蜜这个问题上。黑暗时代和古风时代的希腊人无疑将宁芙们和蜜蜂以及蜂蜜联系在一起。五个来自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罗得岛的小薄金饰板，带有饰图，顶部为非埃及的宁芙，底部为蜜蜂或马蜂。底部的蜂翼和顶部宁芙的头对称。同时代还存在着类似的图案，类似的飞翼盘旋在女兽主的头上，该人物通常和阿耳特弥斯联系在一起。她控制着一头狮子，一手握住它的尾巴。她的裙子上的图案暗示，她既是一个女人，又是半只蜜蜂。汉普和西蒙关于罗得岛的“蜜蜂宁芙”写道：

蜜蜂更应该被置于像得墨忒耳和瑞亚这样的母神的随从之列，并且，由于克里特的原因，它被视为婴儿宙斯的保姆之一。这一古老的弥诺斯神话必定在公元前7世纪的克里特继续存在，因为蜜蜂经常被用于装饰克里特的瓶子。最后，在希腊人的口传故事中，墨利萨（蜜蜂）被视为宁芙的概称，她们作为纯洁的、滋养丰富的和具有预言能力的存在的特征可以和蜜蜂的那些特征相提并论……就相关的黄金饰板而言，它最好被说成墨利萨（Melissai）。如果这些饰板最初是为装饰死者而制作——它们轻薄并且表面光滑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论据——它们就可能提供了希腊人信仰蜜蜂的另一个侧面；希腊人确信蜜蜂会从死者的身体里飞出，因此从这些生物身上看到了不朽的象征。
(67)



关于蜜蜂成群地聚集在尸体里的观念，出现在宁芙库兰尼（Kyrene）之子阿利斯泰俄斯（Aristaios）的传说中，这位宁芙与利比亚城市
*

 同名；阿利斯泰俄斯据说发明了养蜂业和其他一些农业形式。他被视为阿波罗的儿子，所有关于他的故事都会涉及宁芙。根据品达和维吉尔的说法，阿利斯泰俄斯的母亲指示他献祭四只刚成年的公牛、四只小母牛、一只牛犊和一只母羊，来安抚音乐英雄俄耳甫斯的灵魂。在首次献祭后的第九天，他返回发现一群蜜蜂正从腐烂的尸体里飞出来。他将这些蜜蜂装进一个箱子里，开始了养蜂业或者蜜蜂的驯化。
(68)



当然，这个故事和参孙（Sampson）的故事类似。参孙杀死了一头年轻的狮子，几天后，返回发现狮子的尸体里挤满了蜜蜂。
(69)

 《圣经》故事的这一部分出于叙述需要而被严重修改，以至很难判断它的神话学意义，尽管故事要素明显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阿利斯泰俄斯的传说明显将蜜蜂的出现和冥府中返回阳间以及汉普和西蒙所暗示的永生联系在一起。考虑到上文中对分娩和养育婴儿的强调，我相信人们能够进一步探讨，并且明确指出墨利萨或蜂蜜宁芙是重生的象征。

在罗得岛饰板被制作的数个世纪前，描述宁芙们的希腊诗歌名段之一已被写成。在《奥德赛》中，荷马是这样描写伊萨卡（Ithaca）的宁芙山洞的：“港口崖顶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橄榄树，附近有一处美好而幽暗的洞穴，那是名叫涅伊阿德（Naiads）的宁芙们的圣地，那里有调酒用的石缸和石罐，群群蜜蜂将蜂蜜储存那里。”
(70)

 这几行诗句不仅将宁芙们和蜜蜂联系在一起，并且还将宁芙们的基本本质特征直接指向了埃及的透瑞斯崇拜。Naiad指的是“倾泻者”。如上所述，透瑞斯崇拜的这方面内容也和石罐和石盆联系在一起。这个山洞和梯林斯指环上描写的场景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详见下文。




蜜蜂的螫刺。
 卡利马科斯诗篇中的“温和的女神们”似乎指的是姬妮们。不过，蜜蜂不仅产蜂蜜，并且它们也带有螫刺。这一特点也与分娩女神们吻合。如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言：“尖锐的箭头袭击阵痛的妇人，那是赫拉的女儿们分娩女神埃雷提伊埃送出的，她们司掌剧烈的痛楚。”
(71)



这几行诗文中表示阵痛的措辞是词汇[image: ]
 的一个词形，它带有词根ōdín-和ōdín，通常表示分娩时的“疼痛”。类似的词汇ὀδύναιodýnai（H）在表示“疼痛”时具有更一般的词义。英语词汇“anodyne”（止痛剂）源于该词。还存在着一个词，[image: ]
 （H）（“痛苦地喊叫、悲恸”）。弗里斯克假定odýNai来自印欧语词根*ed（“吃、叮咬”意义上的吃）。尚特莱纳更是受到了亚美尼亚语erkn（“分娩的疼痛”）的吸引，并且提出了一个词根*ed-won或*ed-wen。
(72)

 这些词的变体和分娩疼痛联系在一起，表明它是一个来自原始印欧语的借用词而非词源。埃及语中有一个词汇，写作wdn（“变重、变困难”），也表示“正式成为神或王；呈献祭品，尤其是奠酒”。
(73)

 因此，这个词汇表示分娩，其结果要么是生命，要么是永生。倾泻液体或使液体大量流淌的观念，暗示着植物的诞生，也暗示着动物的诞生。

在这个问题上，希腊语诸词汇有助于我们理解埃及语的语义场；同时又揭示，如果不考虑其他文明的话，理解东地中海任何一个伟大的青铜文明是多么地困难。




阿耳特弥斯和库柏勒。
 以弗所恢宏壮丽的阿耳特弥斯神庙是希腊化时期宣布承认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古代，以弗所——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伊兹密尔（Izmir）南部——是希腊文化和当地吕底亚文化交汇处。该神庙是献给阿耳特弥斯的，以弗所因此而闻名，它同时也是献给安纳托利亚神库柏勒的。在以弗所，库柏勒同化了阿耳特弥斯。两位女神在她们的最初特征上或起源上不存在完全的差异，她们都与闪米特语和埃及语有着明显的联系。两位女神都是狩猎女神、代表未开化之地的女神和生殖女神。两个女神都要求人类献祭，并且对男人施以权威。希腊神话记载，男人们因看到阿耳特弥斯和她的宁芙们裸浴而变瞎；库柏勒的祭司们则会在迷狂状态下把自己阉割，将他们血淋淋的生殖器献给女神。

以弗所阿尔特弥斯女神的女祭司们以墨利萨的身份而著名。以弗所最早的钱币铸造于公元前7世纪晚期，将蜜蜂作为城市的象征。著名的以弗所阿耳特弥斯雕像，浑身长满了乳房，似乎是蜂后的理想化呈现，蜂后的身体里储存在供整个蜂群食用的食物。雕像上的一只蜜蜂恰恰位于她的脚背上。
(74)

 不仅仅只有以弗所的阿耳特弥斯被视为蜜蜂。公元前6世纪的彼奥提亚诗人品达（Pindar），因为阿耳特弥斯的纯贞和圣洁而视其为蜜蜂。
(75)






马蜂和斯芬克斯、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
 细细的腰身只能说明她们正值青春，然而姬妮们的下半部分却类似蜜蜂，她们看起来更像马蜂，只会叮人不会酿蜜。她们形象的这一个侧面也具有象征意义或宗教意义。表示“马蜂”的希腊语词汇是σϕήξ，σϕηκός（H）。可能这个词有印欧语词源，但尚不确定。不管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直接的词源，我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并且该词与σϕί（ν）ξ，σϕι（ν）κος（“斯芬克斯”）极为类似。在古典时期，“斯芬克斯”与σϕίγγω（“挤捏、掐勒至死”）有关联，并且这个埃及的怪物被理解为“扼杀者”。

不过，作为狮子的一部分，斯芬克斯也有可能追击并用利爪猛击猎物。表示斯芬克斯的埃及语词汇šspw，是表示“雕像、形象”的一般词汇，书写时带有一个斯芬克斯义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已经普遍接受希腊词汇sphí（n）x-sphi（n）kós是来自*šspw‛nḫ（“活着的形象”）的派生词。
(76)

 因此，sphēx更有可能来自sphí（n）x，反之亦可。

这些名字的埃及起源、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的属性的埃及起源，以及他们与太阳和狮子崇拜以及大斯芬克斯的关联，将在下文第十九章探讨。关于性别，早期埃及的斯芬克斯是雄性，然而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斯芬克斯在所有的东地中海周围地区被日益描绘为雌性生物。
(77)

 无疑，阿耳特弥斯与带翅膀的斯芬克斯有关联。例如，以弗所的阿耳特弥斯神庙中便有这种带翅膀的斯芬克斯。
(78)

 她经常被描绘为位于狮子一旁或带领着狮子，或者本身被视为狮子。她的女性特质明显与狩猎和分娩有关。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描写赫拉责骂阿耳特弥斯：“宙斯让你成为一头狮子，随意取人性命，这并非女人所为。”
(79)



像埃雷提伊亚，更准确地说，作为埃雷提伊亚，阿耳特弥斯会杀掉分娩中的女人。当考虑到阿尔特弥斯女神具有野兽的身份时，对这个观点就不必太惊奇。当然，她是一位猎手，但像雅典娜一样（她们经常会彼此混淆），她可能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爱琴艺术中描绘的女兽主（Mistress of the Animals）有关联。

[image: ]
 （其复数形式[image: ]
 ）和带有词干sphínx-的sphinkes之间的相互联系，暗示马蜂和斯芬克斯之间存在着另外一种关联；考虑到阿耳特弥斯与后者有联系，那么这种关联也适合于姬妮形象的这一特征。




狮子和熊。
 马蜂和狮子之间的类似使我们发现了姬妮们的哺乳动物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表现出透瑞斯最初象征河马神的迹象，或者也可以表现出狮子在中王国晚期开始象征斯芬克斯女神和她的助手们的迹象。公元前2千纪，狮子仍然出现在爱琴海周围地区，这使得它们比来自异域的河马更受欢迎。另一个北方的动物也被涉及。在第三章中，埃及语db（“河马”）和迦南语dob（“熊”）之间的类似，暗示着河马和熊之间示存在着一个观念上的对等。
(80)

 此外，至少在晚期埃及的宇宙观念里，背上背着一只鳄鱼的河马，即勒勒特女神，被视为象征希腊人已知的，被我们称为大熊星座的星座。
(81)



考虑到这一对等和可能性，熊的特征连同狮子的特征影响着姬妮口鼻部或脸部的形象，有趣的是在Καλλιστώ的故事里，希腊神话将阿耳特弥斯和宁芙们与熊联系在一起。卡利斯托（Kallistō）是其中的宁芙之一，被宙斯诱奸，然后变成了熊。阿耳特弥斯想要杀了她，但是宙斯救了她的儿子阿尔卡斯（Arkas），此子长大成人，成为阿卡狄亚人的始祖。卡利斯托本人被收走，放在天空，成为阿尔克托斯（Arktos）星座，即大熊星座。
(82)

 于是，勒勒特和透瑞斯之间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对应。

宁芙作为熊的角色也出现在仪式里。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在阿提卡东部美丽的布劳伦（Brauron）湾，五至十个小女孩装扮成熊的样子，跳舞来表达对阿耳特弥斯的崇拜。
(83)

 更有趣的是，女孩们穿的袍子，盖过了她们的正常外套，袍子的颜色是κροκόδῑλος。对该词的通常翻译是“藏红色、黄色”，即像藏红花一样的颜色。不过，许多学者似乎合理地将其视为“黄褐色”，以与豹子皮毛的颜色般配。
(84)

 需要指出的是，希腊语词汇κροκόδῑλος（“鳄鱼”）来自同一词根，它可能也指“黄褐色”。颜色的不确定性被姬妮背上类似于鳄鱼皮的混合颜色证实，这些精灵的形象来自迈锡尼壁画的一段残片。
(85)

 布劳伦的小女孩们将姬妮和进行助产并带来分娩阵痛的“温和的”阿耳特弥斯以及埃雷提伊亚联系在一起。倾倒净水、酿蜜、狩猎，所有这些行为都表明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宁芙来自弥诺斯和迈锡尼的姬妮，而后者则源于透瑞斯和她的兽灵。




再谈缪斯。
 缪斯怎么适合于这个框架？首先，宁芙和缪斯并非不同类。她们由美丽的少女或年轻女子构成，她们经常出入山林、溪泉、池塘和其他荒野地带。例如，她们都在彼奥提亚的赫利孔山受到崇拜，同样也在阿卡狄亚受到崇拜。
(86)

 缪斯和宁芙都与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联系在一起。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将缪斯们视作宁芙的一个亚群体。如果这种做法成立的话，那么姬妮就非常有可能是宁芙和缪斯的原形。例如，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即蜜蜂被视为“缪斯们的鸟儿”。
(87)



荷马的《献给赫尔墨斯的圣诗》（Hymn to Hermes
 ）可能创作于公元前7世纪，此时，上文提到那块刻有宁芙蜜蜂的饰板已经被制作出来了。在圣诗中，阿波罗对他的兄弟赫尔墨斯说：

那里存在着神圣的尤物——三个长着翅膀的少女：她们头上沾满了白面粉，居住在帕尔纳索斯山的一个山脊下边。她们是除了我之外的预言教师，当我还是一个放牧畜群的孩子时，我已经掌握了预言之术……她们离开家园，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居蜂巢而食，并且分享所有东西。当她们食用黄灿灿的蜂蜜而获得灵感之时，她们乐意说出真相。但是，如果她们被神剥夺了甜蜜的食物，那么当她们聚在一起进进出出时，她们将说谎话。
(88)



这些蜜蜂宁芙被称为特瑞埃（Thryai），但是，她们在迷狂状态下进行预言的艺术，使她们与命运三女神和缪斯们类似。




黎凡特的影响。
 克里特的姬妮和宁芙以及缪斯之间存在着一些非常有趣的类似之处，我们可以在黎凡特找到它们。青铜时代晚期，来自乌加里特的神话提到巴力（Ba‘al）三个性感的女儿。在不同的神话里，她们的名字也不一样，但是她们全部和土地、露珠和丰产有关。她们三人中，最光彩夺目的是忒莱（Ṭly），她的名字源于词根*.tal，该词根遍见于亚非语系。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认为有四个词根带有这一结构，意思是“分娩、动物幼崽、露珠、流淌、倾泻”。
(89)

 乌加里特语.tll和希伯来语.tal意思是“夜间的薄雾、露水”，希伯来语.tåleh表示“羊羔、其他动物的幼崽”。该词为希腊语θάλλω（H）（“生长、旺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仅有的印欧语类似词形来自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迈克尔·阿斯特有说服力地认为雅典的创建者凯克洛普斯的三个女儿的故事和赫西俄德的美惠三女神来自闪米特神话。
(90)



美惠三女神之一被称为Θάλεια，赫西俄德也称缪斯中的一位为Tháleia。依照传统说法，缪斯有九位，但是具体排名有冲突。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些闪米特神话和关于宁芙、缪斯的希腊传说以及姬妮们青铜时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探讨。如上所述，梯林斯大指环上的场景明显和植物有关。树木的枝条或叶芽出现在姬妮们之间，并且超出了图画的描绘范围。但是，也存在着迹象表明，它们是小麦或大麦的叶片。透瑞斯和她的助手们倾泻“净化”之水以及姬妮们的行为已在本章的前文探讨过，它们与希腊古风时期阿耳特弥斯的形象的关系表明，她与被倾泻的水或流动的水有关。她也以黎姆那提斯（Limnatis）或黎姆奈亚（Limnaia）（“湖上淑女”）之名而被世人知晓。
(91)



不过，梯林斯指环表明的是，姬妮们在浇灌植物。一个更小的印章更明显地显示了她们的这一职能。两个姬妮拿着祭酒罐，高过插在“供奉角”上的枝条。在乌加里特神话里，圣人Dan>
 el的女儿或妻子Pǵt“带着水在大麦田地里喷洒，知晓星星们的运行轨迹”。进而，Pǵt被等同于Pu‛åh，即向摩西（Moses）发出危险警告的一个产婆。
(92)



这段文字证实了“养育”与给予植物和孩子以生命并且为它们/他们提供给养联系在一起。

汉普和西蒙试探性地认为，分布在梯林斯指环图案上方华盖上和女神衣服上的斑点是“‘小水滴’，它们暗示一种宗教意图：产生雨水，这始终是地中海地区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93)

 。这个观点似乎是真的，尽管这些水滴也有可能是代表露珠。在图案上方的这个华盖中央，有个圆环，圆环里有一颗星。如果它可以被读为克里特人对埃及象形文字[image: ]
 （N15）的转写，那么它将成为词汇dwзt（“冥界、曙光之地”）。这两个含义中的一个或两个都似乎是恰当的。乌加里特神话，巴力的女儿们降临到人间是为了巴力的一个神秘儿子的出世，同时，她们也关心降雨和植物生长的问题。当然，黎明是产生露水的时段。

事实上，与ṭal或thal（l）的关联，为我们正在描述的仪式提供了一个线索。词语θαλλός（H）指的是“嫩芽、新枝”，而词语θαλός（H）则用于表示“新长出的枝叶、幼崽”。荷马用称号[image: ]
 即阿耳特弥斯的一个节庆名称，来称呼“黄金宝座”“盛果争攀的果园里……收获的第一批果实”。
(94)

 不过，这些场景与荷马对宁芙山洞的描写类似。




分娩和神化。
 将阿耳特弥斯和埃雷提伊亚视为缩微了的透瑞斯是完全恰当的，因为浇灌和滋养植物与协助分娩婴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对透瑞斯原形伊佩女神的最早提及出现在《金字塔铭文》中。死去的法老召唤她，用神圣的乳汁哺育他，使他获得不朽的新生。同样，埃及语词汇wdn不仅指分娩和生产的物理过程，并且也指国王或神灵的正式任职。

贝斯的名字的语义场——已在上文讨论过——暗示同样的联合。以大刀和保护性象征标志为武装，贝斯和透瑞斯不仅成为单纯自然界的神，而且也是精神新生或状态变化的神，看护着死亡，可能也有加入秘仪的入会和上升为神灵的过程。有时候，两个神合作；但是，其他时候，贝斯神则是通过敲鼓、弹琴和跳舞等方式安抚透瑞斯女神，平息她的狂暴。
(95)

 在这种相互联系的背景下，贝斯神和透瑞斯的狮子灵兽在《亡灵书》中作为门户的守护者出现。

在爱琴文化里，只是有一些透瑞斯/埃雷提伊亚/阿耳特弥斯的年轻女性协助者是所谓的“精神助产师”。由此来看，这些缪斯利用仪式和音乐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状态和地位。因此，诗人们召唤缪斯们或“孩子们”帮助他们把诗兴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也需要注意的是，在埃及晚期，贝斯神和荷鲁斯神同化，成为年轻的太阳神，他在希腊的对等人物是阿波罗神。保留着作为人生不同阶段的保护者的功能——与透瑞斯和她的小随从们或年轻的随从们一起，贝斯神为作为缪斯们的首领和音乐的恩庇者的阿波罗提供了一个原形。




荷马和赫西俄德。
 荷马（῞Ομηρος）和赫西俄德（῾Ησίοδος）两个人的名字，很难放进印欧语中进行解释。作为一个词语，“ομηρος（5）指的是“人质、抵押物”，后来的一些作家用这个词表示“失明的”。不过，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这个词义来自盲诗人荷马的名字，而非先于荷马出现。它的埃及语词源是*ḥmww-r“通过话语交流的工匠”。Ḥmww本身的意思是“工匠，演说家”。R的意思是“说话，话语”。经过了ū＞ē的转变后，则产生词汇*ḥmē-r。第一个元音的含义来自科普特语的普通词汇ham（“工匠”），但是带有一个波海利方言（Bohairic）变体hom。因此，完全可以允许词汇形式*homē-r的存在。

尚特莱纳认为，赫西俄德的名字“显然”来自一个ησι（“抛掷”）他的Fοδή（“声音”）的这样一个人物。其中的第一个词似乎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为来自埃及语ḥsἰ、ḥsw或ḥsyw（“游吟诗人、歌唱家”）。它在科普特语中被转写为hōs，该词有规律地来自公元前2千纪的一个词语hās（i），并且为希腊语hēs的发音提供了一个词源。第二个词的词源较为模糊不清，它可能来自希腊语wodē或埃及语ἰd（“孩子、天真的人”）。




重新回到缪斯。
 赫西俄德《神谱》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让我们从赫利孔的缪斯开始歌唱吧，

她们是这圣山的主人。

她们轻步曼舞，

或在碧蓝的泉水旁。

…………

曾经有一天，当赫西俄德正在神圣的赫利孔山下放牧羊群时，

缪斯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

也正是这些神女——神盾持有者宙斯之女，奥林匹斯的缪斯，

曾对我说出如下的话，我是听到这话的第一人：

荒野里的牧人，只知吃喝不知羞耻的家伙，

我们知道如何把许多虚构的故事说得像真的，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事。

伟大宙斯的能言善辩的女儿们说完这话，

便从一棵粗壮的橄榄树上摘给我一根奇妙的树枝，

并把一种神圣的声音吹进我的心扉，

让我歌唱将来和过去的事情。

她们吩咐我歌颂永生快乐的诸神的种族，

但是总要在开头和收尾时歌唱她们——缪斯自己……
(96)



伟大宙斯的女儿们尊重宙斯抚育下

成长的任何一位巴塞琉斯，

看着他们出生，

让他们吸吮甘露，赐予他们优美的言词。

当他们公正地审理争端时，所有的人民都注视着他们，

即使事情很大，他们也能用恰当的话语迅速做出机智的裁决。

…………

当人民在群众大会上受到错误引导时，

巴塞琉斯和和气气地劝说，

能轻易地拨正讨论问题的方向。

当他们走过人群聚集的地方时，

人们对他们像对神一般地恭敬有礼；

当人民被召集起来时，他们鹤立鸡群，是受人注目的人物。

缪斯给人类的神圣礼物就是这样。
(97)



赫西俄德继续讲述下去，将缪斯们以及她们的音乐和阿波罗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联系也指向透瑞斯的配偶贝斯/荷鲁斯，他是掌管音乐和晋升更高领域的仪式的神灵。

不管怎样，对于赫西俄德而言，缪斯们而非阿波罗是舞台中心的主角。在这个关于缪斯们——和宁芙们——现存最早的原形描写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知道并且喜欢的所有主题。这些优雅的人物形象所处的世界，远非弥诺斯和迈锡尼艺术中的姬妮和埃及中王国时期的透瑞斯及其助手所处的世界。尽管如此，许多更为古老的特征保存了下来：流动的水、露珠、清洗、使植物生长、甜蜜和蜂蜜、温和的女儿们、能歌善舞、朦朦胧胧、在分娩时出现、提升地位、赋予神一般的力量或是进入神的世界。

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缪斯和宁芙作为助产师的原始角色。这篇散文诗本身被称为《神谱》（“诸神的诞生”），神的诞生是整篇诗作的核心主题。在最后的100行诗文中，他的声音逐渐变强，音节“tek”或“tik”构成了动词τίκτω（H）（“分娩、使产生”），它们听起来像节拍器。

这一节诗文有时候被视为伪造的，它构成了另一篇诗作《名媛录》（The Catalogue of Women
 ）的开篇。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是真的，最后两段诗文提醒我们，缪斯们即“女儿们、助产师以及通过分娩馈赠疼痛和死亡的人”。

现在，奥林匹斯山歌声甜美的缪斯，

持盾的宙斯的女儿们，请你们歌唱凡间的女子吧。


 结语

本章描述了一个复杂的图景，埃及、西闪米特、安纳托利亚、弥诺斯、迈锡尼和后来的希腊文化的发展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它显示了希腊文明极为混杂的本质。它也显示出留存与改变的双重力量。复杂崇拜文化的细节奇特地留存和传播，始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传入旧王宫时期的克里特岛，再到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半岛，然后再到赫西俄德那里，弥诺斯时期姬妮们的特殊性和新的面貌，经由古风时期的蜜蜂宁芙，以及狮子般的斯芬克斯样式的阿尔特弥斯女神，转变为古典时期彻底人模人样的宁芙和缪斯们。这个演变进程为修正的扩散理论提供了一个鲜明例证，这个理论认为，来自原初背景的观念，和其他背景中的观念混合后，会在继承它们的文化中形成全新的和独特的事物。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缪斯”的名字从始至终都显示为埃及起源的残余，提醒着人们不要忘了它的起源。像摩西的名字一样，它来自ms（“孩子”）和msἰ（“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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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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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16个次要词根


 导语

称这些埃及语词汇为“次要”词汇是不恰当的。它们在埃及语言中是重要的词汇，并且在埃及人的生活中是重要的观念或器物。但是，与前两章中讨论的词汇或词根相比，它们只能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了。




1．i̓mn ἀμείνων。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假设了一个亚非语词根*Yamin（“右手”），它在柏柏尔语、埃及语，以及所有的闪米特语中都可以找到。
(1)

 它也被用于表示最重要的方向。闪米特语族群面向东时，认为Yemen指的是南方；对于埃及人来说，南方是基本方向，他们将西方视为ἰmnt，该词带有表示阴性的词尾-t。依此类推，它在萨希迪方言中读作amnte，在波海利方言中读作amnti，在艾赫米姆方言中读作emnte。维奇赫尔将的原始发音ἰmn重构为*yamina。
(2)

 众所周知，闪米特语族群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尚右特征，认为它幸运和纯净。在古代埃及也可能同样如此。

希腊语词汇ἀμείνων（H），意指“较好的、更强的”。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对它进行词源分析，推测它最初是一个原级形容词，只是在后来才获得了比较级后缀-ōn。这个埃及语词汇或可能是闪米特语词汇，在被借用到希腊语时可能已经具有了比较级词义，对于它而言，增加一个比较级后缀完全恰当。*yamina和ameín（ōn）之间具有良好的语音对应，并且语义对应更是如此。




2．i̓sw Αἰ̑σα，᾽Ισο-。
 [image: ]
 （H）早在迈锡尼词汇a3
 sa中便已出现，它与具有词义“被授予的部分”和引申义“运气、命运”的moîra非常类似。它也出现在动词ἀνα-ισιμόω（“恰当应用、分配”）和许多带有词干αἰσυμν-（aisymn-）（“地方官员、竞技中的裁判”）的词汇中。Aîsa应该与奥斯坎语词汇aetis（“份额”）是同源词。希腊语词汇中的词中-s-的消失，给这一词源分析和任何印欧语词源分析制造了难题。这个希腊语词根似乎更有可能来自埃及语isw、科普特语asu（S）和esu-（A）（“公平的酬劳、给有封号的人的补偿”）。
(3)



有趣的是，词典编纂学者没有将aîsa同ἴσος及前缀ἰσο-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二者的含义非常接近。这种不足似乎是彼奥提亚方言和克里特方言中带有[image: ]
 的词形导致的结果。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确信其最初的词形为[image: ]
 。但他们不能对这个重构词进行词源学分析，因为原始印欧语*sw中的/s/在传入希腊语中消失了。因此，这两位词典编纂学者添加一个/d/来构建词汇*wid-s-wos。尚特莱纳认为该词与词根*weid（“明白、知道”）相关联。另一方面，梅耶假设了一个词语*witwo，并将它与“two”相联系。如第五章所述，古老的词首古代最初的[image: ]
 并不总是代表有着共同起源印欧语发音/w/。该字母在发音中未被省略和该字母本身可能是借用亚非语系中‛ayin或>
 aleph导致的结果。
(4)

 它和aîsa之间存在着可靠的语音相似和密切的语义联系，使得它成为来自埃及语ἰsw的一个借用语，毋庸大费周章。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埃及语词汇isw是词汇aîsa，ísos——阴性词形eísē——（“份额、数量和权利方面的平等”）的词源。这样，当然，iso-的复合词，像isonomía（“公平的法律”）和isēgoria（“作为一个平等者发言”）等，是构成希腊民主理论的关键。
(5)



最后是词汇[image: ]
 （H）（“平衡力、等值、公平价格”），其语义同ἰsw非常匹配，语音稍差一点。埃及语的s-在普遍承认sft＞xíphos的借用中被翻译为xi，在第十一章中，我论证神圣的名称和入会象征Bs表现在狂喜的呼喊πάξκογξ之中。
(6)

 此外，xi和sigma在希腊语中可以互换。元音或滑音/i/仍然是个小问题，因为它不足以阻止两个词汇之间的语义联系。尚特莱纳认为áxios与ἄγω相关，ἄγω是包含有“领导、驱使、推动、嫁娶”等意思的动词。他详细解释了词义“重”。这个词意在他或者里德尔、斯科特和琼斯的词条之中没有被给出。




3．
 [image: ]
 。埃及语复合词wrἰb或‛зἰb的字面意思是“巨大的心脏”。但是，有趣的是它经常作为贬义词“傲慢的或无礼的”来使用。希腊语词汇ὕβρις（H）也有“无端的傲慢、傲慢无礼”之意。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没有给出任何印欧语词源。尚特莱纳对切梅林伊认为它源自赫梯语*huwapar（“激怒”）持怀疑态度，该词是基于动词hup（“虐待”）重构而成的。
(7)

 在第八章
(8)

 中提到的流音/l/或/r/在词汇中的第三和第二位置经常发生交换。并且，希腊词汇upsilon始终是送气音。这些情况使得wrἰb同hybris二者之间的语音对应非常牢固，语义匹配更是完美。


4．Bзḥ ϕαλ(λ)ός。
 加博·塔卡克斯提出埃及语词汇bзḥ（“包皮、阴茎”）最可能的词源是亚非语词根*b-l（“阴茎”）。希腊语词汇ϕαλλος，phallus（5），有时只有一个单一的lamda，如在ϕάλης中一样，在爱奥尼亚语中被色雷斯—弗里吉亚语词形βαλλἰον（ballíon）所代替。尚特莱纳在此基础上论证，词形ϕαλλήν和ϕάλλαινα的印欧语词根是*bhḷ-nó-（“肿胀、膨胀”）。希腊语词汇明确指勃起的阴茎。但是，这个引用导向了酒神的阳具崇拜。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都强调这种崇拜和埃及之间的联系。保罗·富卡尔（Paul Foucart）用强有力的论证来支持古代作家们的观点，并且这样的联系已在本卷前几章的内容中得到证明。
(9)

 基于这个原因，埃及语词源比印欧语词源似乎更适合。


5．Msti̓ μάσθλης，msdt μαστός，mtḏ μάστιξ，msḏi μισέω。
 晚期埃及语词汇mstἰ（“皮桶”）为一个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解释的希腊语词汇μάσθλης（5）（“皮革之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科普特语词汇mesthēt（“乳房”）以及源于mstἰḥзty（“心脏的皮桶”）的晚期埃及语msdt。这作为希腊语词汇μαστός（H）（μασθος和μαξός）（“乳房”）的起源。尚特莱纳重构了一个早期希腊语词汇*μαδτος并试图将此词与μαδάω（“因潮湿而被毁坏的”）相联系。

词汇mtḏ（“鞭打”）是来自闪米特语的埃及语借用词，但是该词汇也为希腊语词汇μάστιξ（H）（“鞭打”）提供了词源。
(10)

 尚特莱纳认为后者是“表示搜索、接触或到达的μαίομαι的表情语词形（expressive form）”。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未能为希腊语词汇μισέω（H）“憎恨”提供词源。然而，有趣的是，存在许多带有齿音的词形：μισητός（5）“憎恨，可恶的”和μισήτη（“卖淫者”）。这些词汇可以从词形结构进行解释。不过，它们也可能是早期词形的遗留。埃及语词汇msḏi（“不喜欢、讨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语义对应和合理的语音对应。




6．nw(з)λάω，vόoς，voερός。
 人类学家柯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用悲惨的和怀有敌意的词语来描述乌干达东北部的伊克人（Ik）。在他们的语言中，noos是一个表示“聪明”的词汇。通过更夸张的方式，希腊语词汇将它保留给欧洲文化，希腊语词汇νόoς（H）指的是“智力”。
(11)

 从表面来看，如果不认为这是偶然的巧合，便是荒谬的看法。如果我们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毫无疑问，在每一个词汇中，词尾-s有其不同的来源。伊克语词源不确定，但它可能是状态动词后缀，并且-os是一个常见的希腊语阳性主格单数后缀。

不过，在分析这一词根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它的语义场和这一希腊语词汇的直接词源。几乎每一种语言都证明在看见和知道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举一个印欧语的例子，拉丁语词汇videō“（我看见”）和希腊语词汇ιδει̑ν（“看见了”）与希腊语词汇[image: ]
 οι̑δα（w） oîda、德语词汇wissen（“知道”）以及英语词汇wit（“知道/智慧”）属于同一语系。尚特莱纳定义希腊语词汇νόος的含义为“智力、精神、在某人能够看到和思想的范围内”。动词νοέω（H）是“看到、察觉”。也存在着形容词νοερος（noerós）和νοηρη（“聪明的”）。弗里斯克提出一个印欧语词根，可见于哥特语词汇snutrs（“聪明的”）。尚特莱纳否定了这种说法及其他可能性更小的假设，并且大胆地宣称该词汇无词源。

埃及语词汇nw（з），转写为楔形文字nawa及科普特语nau，意为“看见、观察、搜寻”。
(12)

 就这一意义来说，它与希腊语词汇λάω（H）（“看见、观察、搜寻”）在语音和语义两方面都非常接近。
(13)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对以前试图找出该词词源的尝试表示怀疑。该词和nóos以及noéō来自同一词源，这个观点是同样毋庸置疑的。不过，尽管有些许可能，词汇noerós和[image: ]
 中的/r/源于词形nw（з）的可能性不大……

埃及语词汇nw属于一个广泛传播的亚非语言词汇群体，它们都源于词根*na>
 （“看见”），该词根可见于柏柏尔语、乍得语和低地东库希特语。
(14)

 然而，有趣的是，克里斯多夫·埃赫雷特重构了尼罗—撒哈拉语中一个类似的词根*nō（“观看、倾听、观察”）。这二者似乎很有可能是相关的。伊克语是尼罗—撒哈拉语言的一种，埃赫雷特认为伊克语词汇noos源于*nō。
(15)

 因此，在这些伊克语和希腊语词汇之间存在的——如果是遥远的话——关联是，它们都是表示智力的词汇。




7．Nmi，nmʽ，nmνέμοϛ，νέμω，νόμεοϛ，νέμεσιϛ，νομάδεϛ。
 希腊语词根√nm，通常在词源学词典中被收入νέμω（H）词条里，语义非常丰富广泛。这个动词本身通常有两种分类：第一类具有“分配食物、战利品等”之意，第二类具有“让（动物）吃草、放牧”之意。词汇némō以“居住于”之意与后者相关。事实上，不像专门化词义“分配、放牧”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词汇并非完全不同。依照相同的总体原则，被划分词汇是希腊语名词νομή和νομόϛ，它们都既具有“牧场”又具有“分配”之意。一个晚期的希腊语词汇νόμοϛ（5）发展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法律”。νομίϛω（6）便是由此而来，它指的是“控制、遵照习俗”，并且它还具有引申义“承认、相信”。Nέμεσιϛ（H）指的是“公平的分配或命运”。从牧场的角度看，还存在着词汇νέμοϛ（H）（“布满碎石的荒地、野生树林”）、νομόϛ、νομάδεϛ（“游牧生活、游牧民”），以及专有名词Nυμάδεϛ（“努米底亚人”）。

尚特莱纳认为némos从未具有牧场之义，而是一直指“灌木丛”，甚至引申到女性的阴毛。因此，该词与némō或nomós毫不相关。他考虑该词或许与拉丁语nemus（“圣林/木”）以及后者的凯尔特语同源词相关。另一方面，埃尔努和梅耶指出，与拉丁语和凯尔特语词汇不同的是，希腊语némos远远不具备神圣之意。因此，更好的做法是，抛开这些非希腊词汇，并且将希腊词汇作为一个单一词群来加以处理。

némō的词源，被普遍认为来自印欧语词干，该词干可见于条顿语族：哥特语niman和德语nehmen（“拿取”）。
(16)

 给予和拿取之间缺乏语义的重合，不像它们表现出来的那么荒谬。正如我的同事弗雷德里克·阿尔（Frederick Ahl）所指出的那样，就希腊语而言，“每一个词都意味着某种事物、它的反面和某种卑劣的事物”。然而，词缀nem-（“给予”）和nem-（“拿取”）之间的联系，即便没有遭到挑战，也仅仅站得住脚而已。

在中期埃及语中，nmἰ意为“旅行”。有趣的是，它常常同表示弯曲的墙的符号[image: ]
 （O5）连写。无论它的发音是nm或mr，该词都与牲口有关。例如在使用中，nmἰ也有“像牲口一样哞哞叫”的词义。
(17)

 泰尔代巴著名的“弥诺斯”壁画显示一名年轻男子骑在公牛背上，其背景是弯曲的墙。
(18)

 相同的符号出现在nwiwš‛（“贝督因人”）的一些写法中，字面意思为“沙漠旅行者”。带有nm、mr或mn的词汇，无一例外地和牲口有关。Mnἰ意为“成为牧人”，mnἰw意为“放牧的人”。这就为词汇Mινύαι（H）即米尼亚人（Minyans）提供了一个词源。这个异教徒名称的词源因他们居住在彼奥提亚（Bοιωτία）而变得合理，Bοιōτία意为“放牧牲口的国家”。科普特语词汇mane（S）和mani（B）则是“放牧动物”。

尽管nmἰ（w）同游牧牧民之间的联系不如同mnἰw的联系那么紧密，但是仍然清晰明确。甚至存在着一个马其顿语词汇νόμιος，nómios意为“牧羊人”。遗憾的是，由于nmi（w）没有转写成楔形文字，也没有在科普特语中得以保存，所以很难重构它的元音。因此，传入希腊语中的借用语在语音方面仅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晚期埃及语词形nm‛（“修建或垒砌墙”）得到证实，所以它在语义方面则是牢固可信的。这一词形使用[image: ]
 （O5）。这个词义语némō（“分配牧场”）的原始词义和核心词义非常一致。
(19)






8．Nsyt νόσος νούσος。
 虽然试图通过假设一个原始的词汇[image: ]
 （“疾病”）来解释中缀-s-的存在，但是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给出该词的任何词源。它最有可能的词源是埃及语词汇nsyt（“疾病、病魔”）。
(20)

 元音的不确定，被语义上的一致性弥补，并且埃及医学知识在希腊医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也进行了额外的弥补。
(21)






9．Nḏm νήδυμος。
 波科尔尼无法解释νήδυμος（“甜蜜的”）。荷马只将该词用于修饰睡眠，但是该词的词义范围可能更广泛，并且后世的作家更普遍地使用这个词汇。波科尔尼和尚特莱纳都不认同皮萨尼（Pisani）提出该词源于νήδυς（“胃部、子宫或其他身体空腔”）的观点。
(22)

 Nēdymos最可能的词源是埃及语nḏm（“快乐的、愉快的、完整的、舒适的”）。科普特语根据该词形容词形式的发音将其转写为nūtem，并且，在所有的科普特方言中，相对于一般的ā＞ō的转化，更早的/ā/在鼻辅音后转变为/ū/。
(23)

 迦南语同源词nå‛ēm（“愉快的、慰藉的”）强化了更早的词形/ā/的音值。考虑到希腊语中ā＞e的一般转换，语音的合理和语义的匹配都堪称恰当。然而，第一个简化元音导致了一个字首增添元音的出现，这一简化元音似乎是名字Ἐνδυμίωυ（恩底米翁）的由来，这个名字属于一位俊美的年轻英雄，他被赐予了永恒的睡眠。

尚特莱纳抱怨荷马史诗中的词汇ἥδνμoς（“甜蜜的”）总是以nēdymos这种错误的词形传播。毫无疑问，词汇ήδύϛ（“愉快的、令人高兴的”）源于印欧语*swat（*suad）（“愉快的”）。词汇nēdymos的词源无法解释，它似乎是由hēdús和nēdymos组合而成的混合词。




10．Ḥtr έται̑ρος，ἒτερος。
 埃及语词汇ḥtr同阿拉伯语词汇ḥatar（“固定、打结”）有明显的联系，它有两个具有竞争力的词源。第一个是词根√ḍugur（“织补”），该词根可见于西部乍得语之一苏拉语（Sura）。这样的联系需要包括换位等的一些重要的语音变化。第二个是闪米特词根√ḥtl（“绷带或襁褓”）。
(24)

 埃及语词汇ḥtr的一般含义是“捆在一起”。它有两个专门含义：一个是“被束缚，缴纳一个人的税款”；另一个是“将两头牛缚在一起或用轭套在一起”去拉犁或车。随着双轮战车在第二中间期时的出现，它开始变成一对马的意思。科普特语hto，其复数形式htōōr，意为“马、马群”。但是，词汇hatre（“孪生子”）中存有“被捆缚在一起的两个”之意。

希腊语词汇ἓτερος，在B类线形文字中写作a2
 tero，其基本意思是“两个中的一个”。尚特莱纳认为后缀-tero是表示二元的标识，并且，作为一个整体，该词汇源于一个假定的词干*sṃteros，尚特莱纳也认为这个词干存在于梵语eka-tara中。如果htr不是类似词汇έται̑ρος（H）（“伙伴、同伴”）的词源，后者在马其顿语中指的是“骑兵”（通常是两个人驾驶一辆战车），那么，作为htr的衍生词，这个词似乎同样具有合理性。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将hetaîros与héteros相联系。相反，他们认为hetaîros源于印欧语词根*sweta，该词根可见于古俄语词汇svatu（“姐夫/妹夫”）及希腊语词汇ἓταɩ（有时是Feta-，意为“同伴”）中。词汇hetaîros的送气音及它独特的尾音给这个词源带来一些轻微的语音疑难。
(25)

 但是来自ḥtr的埃及语词源能够解释héteros和hetaîros之间语音上和语义上惊人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同马匹之间的联系。




11．Ḫdἰ κάτα。
 希腊语介词和副词κάτα即κάτα（H）涵括了任何其他印欧语都无可比拟的语义场。弗里斯克将该词描述为“向下、反对、沿着、通过”。尚特莱纳将它的基本意思理解为“使自己适应”或“朝向底部”。他宣称该词“应当”相当于赫梯语kata（“伴随、下面”）及威尔士语cant和爱尔兰语cet-（“伴随”）。埃及语词汇Ḫdἰ意思是“向北或向下游行走”或“流动的水”。在萨希迪方言和波海利方言中派生的词汇hate和ḫati也表示相同的意思“流动、流下、水流”。这些同尚特莱纳提及的“使自己适应”的一般含义高度一致。Ḫdἰ和káta之间语义的匹配通过一些常见词语如κάταρρέω（H）（“流下”）、καταῤόoν（H）（“顺流而下地”）及καταρράκτης（5）（“瀑布，尤指尼罗河的瀑布”）而得到加强。Káta含有流动的水之意，学者们对此没有提出同源词。相较之下，如此的精确性使这些词形可以在埃及语中找到词源，并且赫梯语词形也有可能从埃及语借用而来。




12．Sgr（ἰ） σι̑γα。
 希腊语词汇σι̑γα（H）是“寂静”。在荷马史诗中，动词*σιγάω仅有一个词形，即祈使语气词形sígā。基于语音原因，尚特莱纳质疑任何将此词汇与古高地日耳曼语swigan、德语schweigen相联系的尝试。考虑到词首s-，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借用词。并且中期埃及语词汇sgr（i）（“寂静”）是该词的一个绝佳词源。正如第九章提及的那样，*pзsgr（“寂静”）为pségos（“坟墓”）提供了极为可信的词源。
(26)






13．Sḏr στρατός。
 Στρατός（H）（“营地、军队”）是希腊语中一个造词能力极强的词干：στρατηγός（“将军”）、στρατηγέω（“领导一支军队”）、στρατηγία（“战略”）、στρατιοτης（“士兵”）和στρατεύω（“战役”）。词典编纂学者赞同其词源是stratós（“营地”）。这些词汇源于同一个词干，该词干可见于梵语stṛta、阿维斯塔语stərəta（“延伸”）及拉丁语sternum中。这些学者没有注意到另一个可能的词源即闪米特语词根√sdr（“按次序放置”），它可见于阿卡德语sidru、sidirtu（“争吵、战线”）。但是，该词根并非以“营地”作为它的主要意思。我认为最可信的词源是埃及语词根sḏr（“过夜”）和名词sḏryt（“睡觉的地方”）。晚期埃及语词汇sḏrt有“夜营、露营”之意。世俗体动词和名词sḏy（“战争、战士、英雄”）暗示，埃及语sḏrt可能早已经具有可见于希腊语中的其他一些含义。




14．Dpt δέπας。
 由于B类线形文字中e＞i的独特转换，dépas在这一语言中被书写为dipa，意为“大容器”，后来变为“饮水杯”。
(27)

 没有一个权威的词典编纂学者对此词提出过一个印欧语词源。仅有的证据来自E.拉罗什（E．Laroche），他援引了一个来自赫梯语象形文字的词形tepas。但是，这个词没有出现在他的卢维语词典中，查德威克或坦恩·凯特（Ten Cate）在几年后出版的著作中，也都没有提到该词。
(28)

 尽管这种词形和其含义已被证实。但也不排除这两个词汇有埃及语词源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新王国时期埃及居住着利西亚人。
(29)

 米兹勒提耶（Mizretiye）是一个铁器时代的高官或贵族的名字，指明埃及血统或自称生活在该国但与埃及人接触的人。
(30)

 词汇natr-也使用在一个由三种语言写成的铭文中，并且因为它的希腊语词形显然意味着“神”，它必定源自埃及语nṯr。
(31)

 其他的埃及语宗教和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渗透已在第十章讨论。

词汇dépas的埃及语词源是dpt（“小船”）。它在中期埃及语中有各种不同的发音。赘音w偶尔出现在阴性词尾-t之前，基于这个明显的赘音，加德纳重构了词形*dàpet，该词形在“绝对的”结构上来自早期词汇dápw
 at，在结构上来自*depw
 at（ef）。
(32)



从语义上来看，从舰船到容器的这种变化很容易发生，即在希腊语中从[image: ]
 （“腓尼基人的船”）转变为γαυλος（“水桶”）和γαυλις（“油灯”），所有这些都源自迦南语词汇gullåh（“盆、碗、油灯碗”），这个词源或许被重构为*gw
 áəl。
(33)

 关于dépas源自dpt的决定性论证来自斐勒库德斯（Pherekydes）对dépas的引用，在dépas里，太阳在夜晚穿越海洋。
(34)



Wἰз和m‛nḏt是极具埃及观念的术语。即便如此，《金字塔铭文》中的词汇dpt nṯr（“圣船”）被证明是“太阳神的船”，并且在后来作为奥西里斯节日的名称使用。因此，斐勒库德斯提到dpt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词义上的dpt另一个可能的衍生词是δίϕρος（“担架、战车、载有太阳神宝座的神车”）。由于双人马拉战车的存在，尚特莱纳论证了基于di（“两次”）产生的某个语音难题。但他并未对-phros结尾给出解释。因此，该词源，如同表示díphros的dépa（s）源于dpt一样，是极有可能的。
(35)






15．
 [image: ]
 。阿兰·博姆哈德根据词根*t'om（“房子”）重构了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t'im或*t'em（“建造、建设”）。他仅发现该词根存在于闪米特语dím（“制造、修建”）和著名的印欧语词根中。
(36)

 这一词根存在于希腊语demō（“修建”）和démas（“形式、结构”）、哥特语timrjan（“用木头建造”）、拉丁语domus和斯拉夫语dom（“房子、建筑物”）中；由哥特语timrjan（“用木材制作”）衍生出了日耳曼语zimmer（“木器”以及后来的“房屋”）和我们英语中的“timber”（木材）。不过，该词根的原始词义，不是加工木材，而是将芦苇捆在一起建造建筑。因此，在苏美尔语中，人们会发现dím也含有“捆紧”之义。

在印欧语中，“捆在一起”这一基本意思被保留了下来并用作表示人民。这一解释被本维尼斯特认为是希腊语词汇dómos（“作为建筑的房子”）和拉丁语词汇domus（“作为社会单位的家庭”）之间的基本差异。
(37)

 ，我们认为，后一种词义中希腊语词汇δάμνυμι（“驯养”）的意思和我们从中延伸出“去驯养”的日耳曼语词根的意思是一样的，即把动物捆绑起来。

埃及语词根√dm意为“捆绑”，该词根可见于dmз，带有这一含义的dmз完全可能由诺斯特拉语*t'm演变而来。亚非语/t'/在埃及语中衰弱为/d/或/t/。与dmз可能匹配的是tmз（“垫子”）。就像在印欧语中，“捆绑”也可能具有社会含义。它出现在词汇dmḏ（“集会”）、dmḏw（“人群”）、dmἰ（“加入”）、dmἰ（“市镇、农村”）和dmἰw（“公民同胞”）中。

希腊语词汇[image: ]
 ，在阿提卡方言和爱奥尼亚方言中为δήμος，该词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即damo。约翰·查德威克认为它含有“一个能够分配土地的实体，或许是一个村庄”之意。
(38)

 荷马史诗中，dēmos显然是一个带有土地的村庄，但是它更加重点强调的是人民。雅典语中的“demes”既指土地分支，又指部落分支，根据神话故事，它是由凯克洛普斯和埃瑞克透斯根据它的埃及语内涵创建的。

据我所知，大概因为语音和语义都存在疑难，没有学者尝试将dā̑mos同以上讨论过的印欧语词根*t'em联系在一起。波科尔尼、尚特莱纳和弗里斯克将该词与古爱尔兰语词汇dam（“军队或一群追随者”）相联系。尽管在希腊语和凯尔特语之外缺乏任何线索，但这些词汇中可能包含了一个在其他语言中失去的印欧语词根。在没有任何挑战的情况下，可能存在着一种语言遗传关系。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挑战。

在这个语义场中，埃及语dmἰ（“市镇、农村或四分之一区域”）和它的居民似乎同希腊语词汇dā̑mos完美匹配。然而，语音上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在科普特语中，城市Dmἰn Hr（“荷鲁斯之城”）被翻译为Timenhur（提蒙胡尔城），虽然它后来成为阿拉伯语中的Damanhour（达蒙霍尔）。全城居民被称为Dmἰtyw（“城市居民”或“港口居民”），在阿拉伯语中被翻译为Tamiati（塔米阿提）或Damietta（达米埃塔）。不管怎样，在某些情况里，存在着带有/a/的发音，它允许希腊语词汇dā̑mos有一个词源。

其他的证据表明以下词汇可能是由埃及语借用而来：吕底亚语dumus（“统一体”）、伊特鲁里亚语tamiathur（“协会”）和弗里吉亚语dumos（“议事会集会”）。
(39)

 以上提到的两种语言地理关系接近，但是语言关系遥远。弗里吉亚语dumos与dā̑mos没有遗传相关性。因为发音存在较大差异并且事实上弗里吉亚语发音/d/对应的标准希腊语是/th/，所以它似乎更倾向于是一个借用词。尽管dā̑mos是否源于dmἰ无法确定，但是考虑到印欧语相似性的弱化，这个埃及语词源似乎是可能的。

词汇ἔθνος的词源，即[image: ]
 的同义词，在第八章中已经给出。
(40)

 词汇lāoj的闪米特词源，即[image: ]
 和ethnos的同义词，将在第十三章中讨论。
(41)

 其他关于人群的词汇，见第十七章。

在语义方面，在“许多”“集结的民众”和“下属”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后者可见于来自‛sз的ókhlos，以及明显的直译词hoi pollói。
(42)






16．Ḏsrw θησαυρός。
 一本重要著作专门讨论了埃及语术语ḏsr。其作者詹姆斯·卡尔·霍夫梅尔（James Karl Hoffmeier），在换位之后，将它看作乌加里特语和希伯来语grš（“驱散或赶走”）的同源词。就埃及语的含义而言，这似乎很合理。霍夫梅尔认为这是“挥动枝条，净化通道或根据仪式清洁一个地方”。
(43)

 这类似于英文中的表达“beating the bounds”（打界）。以这种方式获得空间安全的观念存在于迦南语migråš（“小镇周围的放牧区”）中。

作为形容词，ḏsr意为“圣洁的、神圣的”，在埃及的偶像宗教中，它的含义被延伸为“壮丽的、奢华的”。Ḏsrw（“隐居”）与表示房子的义符连写时意为“圣洁之地、圣所”。Ḏsrḏsrw是“至圣的”，指位于代尔巴赫里（Deir el Bahri）的神殿。

Thēsaurós（H）意为一座“能够确保供给的仓库、珍贵的物品或金库”。最著名的例子是位于德尔斐的神圣的“金库”。弗里斯克声称该词“没有任何词源”。尚特莱纳认为它是一个借用词。在埃及语词汇和希腊语词汇之间存在着准确的语义类似。遗憾的是，因为ḏsr没有转写成阿卡德语并且似乎在科普特语中没有存留下来，所以它的发音不能确定。不过，辅音匹配精确并且词尾-w似乎与重音-ós对应。总之，词汇thēsaurós的埃及语词源是毋庸置疑的。


 结语

本章16个有特色的词源是基于两方面挑选出的：作为衍生词的希腊词汇的重要性和词源的衍生能力。进行选择并不容易，因为根据这两个挑选原则，我还有许多其他差不多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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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闪米特语的嘶音


 导语

在第八章中，我探讨了埃及语字符[image: ]
 通常被转写为/š/即从/ḫ/转变为/š/的进程。在从希伯来语/š/转写到希腊语χθ、σχ、χσ和σ中，
(1)

 我发现了一个类似现象。闪米特语中的咝音甚至比这种情况更复杂。在这一点上，我将不会讨论发浊音或重读的咝音，它们将会和单独的借用词一起讨论。我将把讨论的主题限制在那些发清音和非重读的咝音上。人们普遍认为，原始闪米特语咝音有以下三种类型，通常记为/s1
 /、/s2
 /和/s3
 /。一般认为，/s1
 /相当于迦南语和阿拉姆语中的šin，/s2
 /对应于希伯来语的śin，/s3
 /则与希伯来语中的samekh一致。在腓尼基语中，不同于更为保守的希伯来语，śin与šin合并使用。希伯来语中śin保持着独立性，直到很久以后它和阿拉姆语中的śin samekh合并。因此，直到那时，这个希伯来语发音仍然保留着它的原始音值。
(2)

 在阿拉伯语和古兹语中，存在不同的调整，这两种语言中，/s3
 /与/s1
 /合并，/s2
 /保留了独立性，但发音与旧的/s3
 /相同。

其他亚非语中类似的同源发音与传统观点相违背，传统观点认为原始闪米特语中的/s1
 /最初是/š/。这些同源发音表明，在整体上更为保守的阿拉伯语和古兹语中，/s1
 /和/s/最初是一致的。在公元前1千纪阿卡德语/s1
 /的借用和转写往往呈现为迦南语中的/s1
 /（s3
 ）。这种情况一般被视为阿卡德语/š/转变为/s/的结果。这种对应关系可以由阿卡德语保持了/s1
 /和/s/的最初一致来更好地解释。而迦南语的/s1
 /转变为/š/。
(3)

 很难说明转变发生的确切时间，但这种转变似乎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就已经存在。

[image: ]


这些咝音的字母转写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最早的字母形式是Σ、[image: ]
 “棋盘”和s。首先，[image: ]
 后来的一个水平词形变成迦南语中的šin。不过，希腊字母名称sigma来自经过换位的腓尼基字母名词samekh。闪米特字母samekh本身，即“棋盘”，因箭杆滑落到三根水平线之下而改变，形成了samekh：[image: ]
 。在更为保守的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字母表中，发生的调整是对“棋盘”即Ξ、X或xi较为温和的改变。
(4)

 我怀疑这个字母是否一直具有音值/ks/。在某种程度上，/k/可能只是一个软擦音/kh/，而不是一个爆破音。因此，它可能仅仅表示一个摩擦音加上咝音的发音/khs/。
(5)

 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迈锡尼语词形中，被等同于后来的xi的元音始终是重复的：kese、kisi、kusu等等。就其性质而言，诸音节不能代表双辅音。因此，这种重复，不应该被分割为k-s，但是像xi本身，显然可以代表摩擦音而不代表那些没有被咝音连接在一起的塞音。
(6)




 从迦南语借用到希腊语的咝音

希腊语缺少清音咝音的这一多样性。所以，来自西闪米特语或阿卡德语的语言借用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s1
 /转变为/s/；在此之后，/s3
 /则被转变为/s/。对乌加里特语和腓尼基语的传统转写是如下情况，例如，ššmn在B类线形文字中被写为sasama，而在表音希腊语中被写为σήσαμον。迦南语和希伯来语šôšan或šušan（“百合”）变成了[image: ]
 （4）即soûson。
(7)

 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来自迦南语和阿拉姆语/s1
 /-/š/的语言借用，有时仍然转变为/s/，但它们同样经常转变成/skh/、/khs/、/ks/以及极有可能的/sk/。
(8)

 这一时段性转写模式，与希腊语将从埃及语借用来的符号转写为/š/形成对比。例如，希腊语将埃及语/š/转写为词中的第一个/k/和/kh/，参见第八章。
(9)

 关于来自晚期的/skh/转写，存在着埃及语šnw（“绳子、网”），它在晚期埃及语中的词义为“环线、圈占、旋涡”，在迈锡尼语中为kono以及koino，在希腊语中为[image: ]
 （H）（“芦苇、草地、绳子、网、捆绑”）。然后，存在着希腊语σχεδία（H）（“木筏”），它来自埃及语šdw（“木筏”）。尚特莱纳没有为它们中的任何词汇提供词源。关于一个迦南语的例词，存在着动词√šlw/h（“休息、安眠、兴旺”），它的形容词词形发音为šålê。
(10)

 该词对应于希腊语σχολή（5）（“闲暇、安宁”）。尚特莱纳认为这一词义在经历一个“显著的变革”之后才变成了“研究”。亚里士多德解释这一关系时，认为为了学术研究需要必要的闲暇。
(11)

 我认为更可取的做法是，假设这两个词义来自不同的词源，第二个词源是迦南语√śkl和阿拉姆语√skl（“对……留心的、理解”）。




1．šl、slḥ、šlḫ、šll，[image: ]
 、Σκυλεύω、Σκύλαξ、Σκῡλάω、Σκύλλω、συλάω，“剥离或剥夺”。
 闪米特语双辅音词根√š/šl（“取出、抽出”），被发现与希伯来语√šlh的具有相同的词义。作为√šlḥ，它指的是“赶出、遣走”；作为√šll，它指的是“毁坏、劫掠”。其基本词义似乎与阿拉伯语salaḫa（“痛打一只动物、剥树皮”）相同。
(12)

 切尔尼和维奇赫尔都不认同科普特语šōl（“剥夺、掠夺、战利品”）是闪米特借用语的观点，因为它是以ḫl的形式出现在埃及语世俗体和科普特语阿米力方言中。考虑到语义的高度一致和迦南语/s/发音的不确定性，以及公元前1千纪埃及语/ḫ/与/š/的合并产生的不确定性，在我看来，他们的否定是准确性错位。

希腊语[image: ]
 （5）词义为“从被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得的武器”。单数词形[image: ]
 指的是“战利品”，σκυλεύω（H）是“从被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得武器”，σκῡλάω是“掠夺”，σκύλλω（5）指“撕裂或撕碎死者的尸体”，σκύλαξ（H）（“幼犬、小狗”）是做这种事情的动物（带有表示动物的后缀-ak）。尚特莱纳将skyllo同σκάλλω（5）（“激起、挖掘、抓搔”）联系在一起。波科尔尼认为从印欧语词根*skel衍生出了skállo，它与哥特语skilja（“屠夫”）和冰岛语skilja（“划分”）是同源词。这些印欧语词根和闪米特语词根很容易混淆。

如果仅从这些词义更为接近的类似词汇来看，闪米特语词源并不比印欧语词源有优势。其他具有同样或类似词义的希腊语词汇显然是源于更早的西闪米特语，/s1
 /发作/s/的音。在这些词汇中的第一个，是莱维提出的，即συλάω（H）（“从一个敌人那里夺走武器、掠夺”）。
(13)

 尚特莱纳认为它的词源模糊不清。间隔较远的是ξύλον（H）（“矮灌木丛、用于烧火或建筑的木材”）。尚特莱纳为这个词汇提出了一个印欧语词根*ksulo，它在日耳曼语和立陶宛语的写法为šùlas（“棍棒、支柱”）。他没有看到xylon与ξέω（H）以及ξύω（H）（“刮擦、抓搔、擦亮”）之间存在着关联。尚特莱纳认为xéō是词根*qes换位的结果，后者可见于古斯拉夫语çesati（“梳理/梳子”）。Xuō有许多带有词尾-r的衍生词，该词尾与闪米特语词根中的-l有关联。不过尚特莱纳认为ξυρόν（H）（“小刀、剃刀”）与梵语kxura极为对应，或许后者原始词义便源于此。由于该词形只出现在这两种语言里，所以他提出但又抛弃了它们都可能来自另外一种语言的观点。考虑到语义的统一性和语音的类似性，在我看来，这些词汇似乎更有可能被解释为属于一个单一的词群，这个词群并非在同一时期发生借用的。在这个时期，迦南语/š/发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咝音。考虑到xi的早期音值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确定这个发音就是ks。

可能还存在着一个更早的借用词ὕλη（H）。它和它的衍生词一般具有“树木、树林”之义。更为准确的并且是作为确切的印欧语词δένδρα［déndra（“树”）］的对应词，hylē指的是“灌木丛、砍下来用作燃料的树木”。根据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的观点，这个词汇也没有任何的印欧语词源。因此，似乎明显可以假设hylē也有可能是一个来自√slḫ的借用词，并且是在希腊语s＞h转换之前发生借用的。可见于希腊语ἃλλομαι和拉丁语salio之间的一个类似之处是，它们指的都是“跳”，并且都没有其他的印欧语同源词。它们的关联可以被解释为都是来自闪米特语词根√sll（“提起、扔起”）的借用词，前者的借用发生在s＞h转换之前，后者的借用则发生在其后。




2．[image: ]
 （“名称、符号”）。
 晚期迦南语šēm属于支系众多的词汇群体，它们不仅存在于闪米特语，而且遍及亚非语系。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认为这一群体源于重构词根*süm。
(14)

 他们将字首的咝音标记为宽口音/s/的原因是，该咝音在绝大多数非闪米特语词形中和南阿拉伯语词形中是s1
 m。
(15)

 因此，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该迦南语词汇将发作sēm；在此之后，发作šēm。希腊语借用语将提供确切无误的语言借用例证，即它们大致是在这个年代之前和之后发生借用的。在第五章中，我探讨了sēma（“坟墓”）和sōma（“尸体”）之间困扰柏拉图的语音关系。
(16)

 这位希腊作家将前者和ση̑μα（H）（“征兆，尤其是出现在天上或来自天上的征兆，标记，象征”）联系在一起。对于后一种词义，弗里斯克写道：“它显然是一个本土词汇，但又缺乏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词源。”基于语义原因，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接受由布鲁格曼首先提出的词源，即它源于梵语dhyā-man（“思想”）。尽管[image: ]
 “坟墓”与smзtз和[image: ]
 （“符号”）之间的语义吻合非常完美，但是存在着语音问题，即多利亚语[image: ]
 表明该词的原始词形有一个长元音/ā/。不过，这一词形没有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所以，它可能是在希腊语ā＞ē转换之后和迦南语s＞š转换之前传入爱奥尼亚语的。这样一来，这个多利亚语词形便是一个类比逆构词（an analogical back formation）。

所有的词典编纂学者都将[image: ]
 （5）（“形成、构造外形”）与动词ἔχω（“把持、拥有”）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的词根有一个/s/。词尾-ma也是可以解释的。不过，语义差距极大，基于两方面原因，更简单的做法是将它视为来自sēˊm（“名称、牌子、标记、象征”）的一个晚期借用词。




3．>
 Esmun Ισμηνός，Σμηνός，Σμινθεύς，>
 Ešmun Σκάμανδρος（“富饶的、兴旺的”）。
 处在零音级上（如印欧语专家们所表达的那样）并且带有一个字首增添元音，√smn（“肥胖的、兴旺的”）很符合河流ʼΙσμηνός（伊斯墨诺斯）的流动路线，它从底比斯涌流而出，流进富饶的科帕伊斯（Kopais）平原。
(17)

 长久以来，这条河就和迦南人的医药之神伊斯穆恩（>
 Esmun）联系在一起。
(18)

 作为医药之神，阿波罗和伊斯穆恩被等同。他在底比斯作为阿波罗·伊斯墨尼俄斯被崇拜。
(19)

 并且，拉科尼亚南部有条河，名为Σμηνος（斯墨诺斯），帕萨尼亚斯对此进行描写道：“如果曾经有河水清澈得让人能够饮用，那么就是这条河了。”附近有一个供奉阿斯克勒庇俄斯和阿耳特弥斯的神庙。
(20)

 阿斯克勒庇俄斯在救死扶伤上与阿耳特弥斯的孪生兄弟阿波罗等同，这个问题将在第十九章探讨。救人于死亡或将人从其他危难中救出的快乐可以被表达为ἄσμενος（H）。

阿波罗与√smn的关联反映在它的别名Σμινθεύς上面。Σμίνθιος（Smínthios，斯明提俄斯）也是罗得岛的一个月份名称。《伊利亚特》的注释者称，这个名称来自σμίνθος，并且是一个表示“老鼠”的克里特语词汇。
(21)

 该注释者还提到特洛亚德有一个市镇名叫斯明托斯（Smínthos），并且拜占庭学者斯特法努斯（Stephanus Byzantius）把它和特洛亚德名叫Σμίνθη的市镇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两个地名的位置从来没有被确定。由于在希腊大陆的词汇中和宗教崇拜中找到证据，再加上辅音组-nth-的存在，20世纪的学者猜想它们两个都是前希腊语词汇，尽管它们倾向于认为阿波罗神是最出类拔萃的希腊神。
(22)

 更有可能的是，名称斯明透斯（Smintheús）与阿玛尔忒亚
*

 和埃雷提伊亚类似，由一个亚非语词根加一个印欧语后缀-theáos构成。
(23)



晚期的词形√šmn在希腊语中也有几个反映词形。在第十章中，我谈到，在诸神的语言里，赞瑟斯是特洛伊附近的一条河的名称。
(24)

 不过，在人类的语言中，它被称为Σκάμανδρος（斯卡曼德罗斯）。在荷马史诗中，字首sk-被视为一个单一的辅音，表明它是从一个外族的咝音/š/借用而来。因此，词干skaman可能来自迦南语šåmån（“肥沃的、多产的地方”）。后者完全与“清澈流动的、神圣的、被宙斯养育的”河流斯卡曼德罗斯（Skámandros）相吻合，这条河流淌过了“生产小麦的”平原。
(25)

 还有一个词汇Larissa（拉里萨），如第九章所提到那样，它指的是“通往肥沃土地的入口”。
(26)

 在第十章中，我提到，荷马提及“有涡流的赞瑟斯”时，将它作为宙斯的神圣孩子。
(27)

 在那里，我将它和赫拉克勒斯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赞瑟斯也可以指宙斯的另一个孩子阿波罗，他和阿波罗分享了许多联系，主要是与太阳的联系。第十章在，我也提到，该河流站在特洛伊人的一边，与阿波罗、阿耳特弥斯、勒托等人战斗；并且，他被认为足够强大，以至可以和赫淮斯托斯相提并论。
(28)

 赞瑟斯与阿波罗如此明显的联系，又因为Skámandros和闪米特语词根√smn/√šmn与阿波罗神的联系而进一步加强。




4．Sí-inξύν，σύν［“与”（with）］。
 几乎所有的希腊语介词都有明显的印欧语词源。Káta的埃及语词源已在上一章中探讨，唯一例外的是xyn（H）和syn（H）（“与”）。一些印欧语专家试图将它们和*sem（“相同的”）联系在一起。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s＞h转换和存在着更为古老的拼写xi。尚特莱纳倾向于重构一个*ksu（词尾-n被去掉），它因为B类线形文字中ku-su的发现而得到明显证实。这种方式尽管解释了咝音的存留，却很难将它们与任何带有字首s-的潜在印欧语同源词联系在一起。
(29)



考虑到以上给出的证据，寻找一个来自边擦音的借用词似乎是合理的。此文提出的备选词是埃卜拉语sí-in（“向……方向运动、直到”）。这个词存在着与埃卜拉语/s/的音值（nature）有关的发音问题。如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原始闪米特语/s1
 /是/s/，而非传统翻译成的/š/。我的观点得到贡南的古拉格语介词sən（“直到、直到……未知”）的支持，沃尔夫·勒斯劳合理地认为动词sänä（“到达、抵达”）源于它。
(30)

 不过，法布里齐奥·彭纳基耶蒂（Fabrizio Pennacchietti）在碑刻上的南阿拉伯语中找到了同源词s1
 n或s3
 n，在盖塔班语和弥诺斯语中找到了同源词s2
 n。尽管埃卜拉语/s/的音值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它不太可能是一个清晰的/s/。
(31)



另外一个发音问题是，B类线形文字ku-su缺少一个词尾-n。无论如何，在咝音中很难找到哪个能表示这个字母的。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它完全有可能在字母拼写的希腊语中证实之前便已经存在了。

语义问题并非无法克服。首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古典希腊语méta中有一个表示“与”的印欧语词汇，它仍然保存在现在的希腊语中，为me。“与”（with）和“直到”（up to）之间的分歧被“与”表示到达的词义弥合。有趣的是，以上引用的南阿拉伯语词汇都是以‛d（“直到”）作为前缀的。




5．Śnē>
 ξένος（“被憎恨的陌生人”）。
 希腊语词干xén（w）o-指的是外国人或客人。卡尔弗特·沃特金斯（Calvert Watkins）教授将x中的k和s拆开，并且将xénos视为“词根*ghos-的零音级”，*ghos-在英语中为“guest”（客人），在拉丁语中为“hostis”。
(32)

 沃特金斯的观点独树一帜，因为尽管它在印欧语专家中是保守派，他的观点还是被词典编纂学者们拒绝了。
(33)

 甚至尤利乌斯·波科尔尼也认为*ghos和xénos之间存在着关联“几乎是不可信的”，尽管他积极寻找印欧语的词汇家族。弗里斯克写道，这种关联“只有通过机械的和随意的拆解才变得可能”。尚特莱纳也同样表示了自己的不屑。如弗里斯克所言，在印欧语内，它是一个“孤立的”词汇。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在批评我和我对迈锡尼语词形kesene-的错误引用获得了成功，事实上它是一个表示“外国纺织品”的交替拼写。他们非常正确地指出B类线形文字都包含有一个ꞷ，这表明词干是xenwo-而不是xeno-。
(34)

 不过，他们没有接受勒琼和莱文的论证，即在更早的时候，xi可能代表khs而非ks，随之而来的还有kese等的清晰发音。

在大多数文化中，“外国的”和“外国人”同时被视为不纯洁的和怀有恶意的。例如，“to welsh”（无法偿还）是一个表示“to cheat”（欺骗）的英语词汇。闪米特语词根√gnb，在阿拉伯语中用作表示“外国人”，在迦南语和阿拉姆语中用作表示“窃贼”。因此，√śn>
 （“憎恨”）的结构不定式词形śənō>
 （“敌人、仇敌”）在语音语义上与xénos甚至重构的*xenwo完好吻合。Xén（w）o-形成或保留如此热情的和积极的含义，似乎是希腊文化值得赞扬的一个地方。




6．√śrp，śårap，śåråp σκορπίος（“带螫刺的野兽”）。
 腓尼基语词形√śrp是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得到证实的词汇即śårap（“燃烧”）和śåråp（“狂暴的毒蛇”）的重构。在这个词群里，也存在着σκορπίος skorpíos（5）（“蝎子”）或rascasse［带有毒刺的“地中海鱼”（浓味鱼肉汤的必备食材）］。
(35)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承认该词是来自热带国家的借用语。带有/sk/表明这个词的借用发生在腓尼基语发音/s2
 /-/ś/与/s1
 /-/š/合并之后。如上所述，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s2
 /-/ś/与/s3
 /-/s/发生了合并。这样一来，人们才能看到希腊语词汇σέρϕος和σύρϕος（5）（“带着尖刺的叮人小虫”）。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为这些词汇提供一个词源。我将在第20章内讨论岛屿名称塞里福斯岛（Seriphos）。
(36)




 边擦音

诺斯特拉语和科伊桑语中可能含有边擦音/ɬ/，它类似于威尔士语中的/ll/，而原始亚非语确定无疑拥有它们。
(37)

 的确，有学者指出，原始乍得语存在着四种变体。
(38)

 重新回到闪米特语上面来，我现在想将/s2
 /和śin作为来自原始闪米特语/ɬ/的衍生发音加以考查。现代的南阿拉伯语中仍然保留着/s2
 /，它的衍生发音/ɬ/。上文给出的图表过于简单，未能将它表示出来，尽管一般来讲，/s2
 /在西闪米特语中逐渐发作/ś/的音，但是阿拉伯字母ḍād在进入1千纪之后仍然表示重读的/ɬ̣/。
(39)

 此外，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s2
 /作为śin，保持它的独立性，直到此前的几百年之前。在腓尼基语中，如上所述，它合并到了s1
 -š之中。语言学家理查德·斯坦纳（Richard Steiner）证明，s2
 -ś在腓尼基语中被非闪米特语族群听为/s/、/ls/或/l/中的一种发音之前，它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早就是如此了。第二种情况中的最佳例子是希伯来语词汇båśåm，它被转写为βάλσαμον（4）（“凤仙花”）。
(40)

 另一例子是希伯来语Kaśdyîm，在亚述语中被转写为Kaldu或Kaldû，在七十士本中被转写为[image: ]
 （迦勒底人）。
(41)






1．*ɬpḥ，śpḥσήπομαι，[image: ]
 ，σαπρός，λέπω，λεπρός（“痂、鳞片”）。
 迦南语词根√śpḥ，其后来的拼写为√spḥ，指的是“树皮、皮肤、薄的覆盖物、爆发、痂”。因此，《圣经》中就包含了sapahat（“痂”）、mispåhåt（“长面纱”），以及śipha（“受疥癣的困扰”）。
(42)

 希腊语中，有一个庞大的词汇群体，有着类似的词义，并且它们的引申义与“腐烂”有关。例如，σήπομαι（H）指的是“使腐烂、使受辱”，σήψ、σήπος指的是“毒伤”，σαπρός指的是“腐朽的、衰老的”。
(43)

 尚特莱纳称它们的词源“模糊不清”。他拒绝了将它与梵语kyāku（“蘑菇”）联系在一起的尝试！

另一个类似的词群是围绕λέπω（H）（“鳞片”）构成的，这些词汇包括λεπρός（“多鳞的、粗糙的、麻风病的”）和λεπτός（在B类线形文字中写作repoto），λεπτός意为“患病的”，但描写皮肤等则指的是“纤细的、瘦的”。波科尔尼、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有些犹豫，认为它们属于印欧语词根，英语中的“leaf”（叶子）便源于此。印欧语专家罗伯特·贝克斯（Robert Beekes）没有被这个观点说服，而是认为这些词汇来自下位层。
(44)

 尽管印欧语词源和闪米特语词源混合在一起，但是，考虑到与腐烂、疾病和痂的相关性，并且这些迦南语词形是以边擦音śin为字首的；所以，我确信，这些字首/s/和/l/可以交替的希腊语词群最终源于闪米特语词根√/ɬ/p（ḥ）。




2．ɬa>
 ，śeh sa，raλεία，l>
 （w）m，λάος（“牲口、人民”）。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两个亚非语词根*la>
 -/law-（“牲口”）和*ŝa‛（“母牛、公牛”）。
(45)

 埃赫雷特似乎合理地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并且重构了一个原始亚非语词形*ɬō>
 （“驯化的动物”），其单数词形是*ɬō>
 w。他在乍得语、库希特语和闪米特语中证实了这个词，它通常表示“牲口”。
(46)

 在闪米特语中，/ɬ/带着这两种衍生形式出现，迦南语中的śeh、阿拉伯语中的ša>
 t和阿卡德语中的su>
 um，都表示“山羊、绵羊”。

在阿拉伯语中，la>
 at和li>
 at表示“母牛”。后者经常和希伯来语名称Lē>
 ah联系在一起。还存在一个原始闪米特语集合名词*ḍo>
 n，反映在迦南语中为ṣo>
 n（“小牲口、山羊”）。该词这一词形显然来自一个重读的/ɬ̣/加上词尾-n，这个组合作为复数标记，出现在许多闪米特语言中。
(47)



B类线形文字有两个符号sa和ra，都表示“绵羊、山羊”。在荷马时代的希腊语中，人们会找到ληΐς，它要么表示“战利品或赃物，主要指牲口”，要么直接表示“牲口或货物”。关于这个词汇还存在着许多方言词形和变体词形，如λεία、爱奥尼亚语ληίη、多利亚语λᾳα。从表面上看，如此多变的词形，暗示存在着语言借用。尽管如此，波科尔尼将它和一群杂乱无章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包括拉丁语lucrum（“收入、利润”）、斯拉夫语loviti（“打猎”）、古爱尔兰语log（“奖赏”）和有相同含义的哥特语laun。弗里斯克回避了这个问题，尚特莱纳直截了当地称其“没有词源”。由于缺乏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替换词源，leía似乎源于*lē>
 ah。




3．√l>
 m，rawoλᾱός（“人民”）。
 尚特莱纳为leía提出了一个原始词形[image: ]
 ，表示“牲口群”，它可以与[image: ]
 有关联。这一关联因迈锡尼语词汇rawa、rawi和rawo得到证实而获得支持，尚特莱纳利用它们重构了词汇[image: ]
 ，即Låós与酋长们对应的含义“头脑简单的人”或“聚集在一起的民众”。因此两个词在语义上和语音上都非常类似。

Låón似乎来自增添了一个-m的亚非语词形*ɬa>
 /ɬaw。
(48)

 亚非语词根lüm（“大的、许多的”）可见于闪米特语、西乍得语和高地东库希特语。
(49)

 在阿卡德语中，lim表示“许多的”，在乌加里特语中和希伯来语中，l>
 m和lə>
 ôm指的是“人民”。阿拉伯语la>
 ama指的是“使聚在一起”，但也表示“卑鄙的、低下的”。Lu>
 m和la>
 im也具有这些词义，。迦南语的辅音结构是√l>
 m或√l>
 wm。字母w的存在表明它前面的辅音是圆唇音，这个问题已在第五章探讨。
(50)

 因此，这个词能够重构为*la>
 wom。

正如塞缪尔·博沙尔在17世纪指出的那样，希伯来语lə>
 ōm是希腊语λᾱός的可能词源。
(51)

 更早的词形*la＞w
 ōm为宾格词形λᾱόν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语音类似词汇。当然，就像希腊语只容许词尾-s和-n的交替一样，m/n的交替并不存在困难。有趣的是，在《伊利亚特》中，lāós出现了247次，其中75次是宾格单数形式lāón。另外的78次是所有格复数形式lāôn。人们会预料到像荷马史诗中的“人民”如此缺乏活力的团体不会被证明存在着主格词形。所以，毋庸置疑，仅有25次是单数词形lāós，36次是复数词形lāoí。令人惊讶的是所有格单数词形lāou和宾格复数词形lāous出现的次数是如此之少：分别是2次和13次。相较于其他印欧语词源而言，即便是忽略这些不同，*la＞w
 ōm也在更好的语音基础上为lāós提供了一个词源。弗里斯克提出了与古高地日耳曼语liut（“人民”）的联结。不过，他继续写道：“相比于同义词δη̑μος和στρατός而言，[image: ]
 从未在爱奥尼亚语和阿提卡语中成为人们熟知的语言，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古老的词汇。”
(52)

 尚特莱纳没有对这样的谨慎的折中观点留下印象，或者被“诸词典中给出的任何假设”说服。此外，他也不接受该词源于赫梯语laḫḫa（“战争”）的观点。


 辅音前被保护的/s/sC/s/


1．√Spd（“哀悼、哀号、挥拳捶胸”）、σπεύδω（“热情似火的”）、σϕόδρα（“感情强烈的”）、σποδός（“灰烬”）。
 本章三节的最后一节，将字首为s-的词汇涵盖；在希腊语中，字首s-是不存在问题的，因为另一个辅音紧随其后。

在希腊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组奇怪的词汇，它们的发音类似，语义却有着根本差异。这组词中包括有σποδός（H）（“灰烬”）、σποδέω（5）（“连续重击、击打”）、σπεύδω（H）和σπουδή（H）（“匆忙、努力、热忱”）、σϕαδάζω（5）和σϕύζω（“摇动、使抽动”）、σπάω（H）（“撕扯掉头发”）。由这些词汇，衍生出了名词σπαδών（4）和σπασμός（5）（“抽搐”）、ἀσϕόδελοι（H）（“布满地狱草地的花”），最后是σϕεδανός（H）和σϕόδρα（H）（“暴力的、感情强烈的”）。

波科尔尼和尚特莱纳在立陶宛语spáusti中发现了speúdō和spoudeō的同源词，该词汇源于带有一个衍生出来的现在时词形[image: ]
 的重构词*spáudti（“擦掉、逼迫、匆忙”）。这一联结看起来是有可能存在的，除非词典编纂学者们未能给以上列出的其他任何词汇找到词源。这些词汇可以更加令人信服地被解释为来自一个单一的闪米特语词根。

虽然在其他地方的亚非语中找不到√spd，但是它在闪米特语中被广泛证实：阿卡德语中的sipdu、sapâdu或sipttu，乌加里特语中的spd以及阿姆哈拉语中发生换位的sdf。所有这些词汇都有“哀号、痛哭、哀悼、挽歌”之义。在各种词形中，在希伯来语中被广泛证实的词形包含有结构不定式词形（construct infnitives）səpôd和lispōd或lispôd。像现代的近东和东地中海地区一样，在古代，哀悼是一件感情强烈的事务。人们，尤其是女人们，会无所畏惧或毫无保留地放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撕扯自己的头发（spáō），挥拳捶打胸膛（spodéō），浑身洒满灰烬（spódoi）。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有抽搐、暴力和激烈的情感即sphedanós和sphódra。

这里的交替拼写d/dr适合在希腊语本土词汇或借用词汇中都存在的一种模式。在一些情况里，如第八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一现象显然是语言借用发生在埃及语/з/失去它的流音值之前和之后导致的结果。
(53)

 在另外一些情况里，它可能源于/d/和/dr/之间在亚非语中尤其是在闪米特语的不确定性。
(54)

 不管怎样，没有理由求助于难以理解的卡兰德“法则”，艾伦·努斯鲍姆在他的博士论文有效地将它废弃。
(55)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同意，asphódelos是一个“词源未知”的借用词。我也认为它属于这一词群，或许指的是“无人哀悼的”。




2．√Spk σϕάζω（“血祭”）。
 使役发音/s/在整个诺斯特拉语系从古代埃及语到现代英语中都能找到，如“wipéswipe”（擦拭/重击）、“melt/smelt”（熔化/熔炼）、“fall/spill”（跌倒/使跌倒）甚至part/split（部分/使破裂）。
(56)

 在迦南语中，存在着一个词根√pkk påkåh（“滴淌”）。Spk指的是“使细细流出”，它用作表示倒到地上的奠酒，经常带有血祭的意义。不太可能解释它的准确发音，但是在希伯来语中，它的不定式结构是səpåk。

希腊语词干*sphag有许多重要的衍生词。B类线形文字中的sapakterija可能与σϕακτηρία（“献祭的牺牲”）等同。*sphag的基本词义是“割断喉咙，并使血液流出”。弗里斯克否定了先前的词源观点，尚特莱纳只是宣称它“无可能的词源”。




3．√špl σπήλαιον，σπέος（“低的、深的、洞穴”）。
 希腊语词汇σπήλαιον（4）和σπέος（H）都指的是“洞穴”。尚特莱纳令人信服地论证，它们必定“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被联系在一起。这一变化和印欧语词源的缺乏，表明它是一个借用词，并且最佳的备选词源是闪米特语√spl（“低的”），可见于乌加里特语shpl（“位于某物下面的”）和希伯来语šåpål（“低的、深的”），后者还含有比喻义“蒙羞的”。此外，šəpēlåh指的是“低地”。语音匹配良好，并且，考虑到它几乎确定无疑是一个借用词，所以语义匹配也是无障碍的。


 结语

在本章中，我试图将由闪米特语咝音的转换本质和它们在借用到希腊语中的后果引发的一些疑难问题加以梳理，这些咝音的借用是希腊人和闪米特语族群千余年接触的结果。闪米特语咝音š和ś借用到希腊语中的情况的确复杂，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将我确信隐藏在语言借用背后的一致性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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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科伊桑语中边音（laterals）的存在，参见Güldemann and Vossen（2000，107-8）。


(38)
  Ehret（1995，9）.


(39)
  Steiner（1977，57-122）.


(40)
  Steiner，第123—129页。


(41)
  Steiner，第137—143页。


(42)
  Leviticus 13:2 and 24:56;Ezra 13:18 and Isaiah 3:17.


(43)
  关于第二个辅音后带-r-或不带-r-的交替现象以及卡兰德法则，参见本书第八章，66
 。


(44)
  Beekes（1971，132）.


(45)
  Orel and Stolbova（1995，354 §1632，489，§2323）.


(46)
  Ehret（1995，428 §888）.


(47)
  Moscati et al.（1969，88）.


(48)
  埃赫雷特认为亚非语-m是一个定语后缀或结果后缀，参见Ehret（1995，17）。


(49)
  Orel and Stolbova（1995，366 §1692）.


(50)
  本书第五章，注释176
 —190
 。


(51)
  Bochart（1674，I:9:417）.另见Lewy（1895，182）。


(52)
  στρατός和δη̑μoς的埃及语词源分析，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注释26
 、36
 —39
 。


(53)
  参见本书第八章，注释66
 。关于该问题的更多探讨，参见Bernal（2001，140-2）。


(54)
  参见Bernal（1990，111）。


(55)
  Nussbaum（1976）.更有趣的是，20年后，努斯鲍姆和雅萨诺夫使用了卡兰德法则来抨击κυ̑δoς/κυδρός的这一词源分析，参见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41-2）。


(56)
  关于亚欧语，参见Greenberg（2000，200-2）。关于闪米特语，参见Moscati et al.（1969，154），关于埃及语，参见Loprieno（1995，53-4）。吸引人的是，“fall”（落下）和“spill”（溢出）、“part”（部分）和“split”（裂开）、“tang”（发出当的一声）和“sting”（刺伤）的发音反差，或许还有“cramp”（痉挛）和“scrimp”（节俭）作为附加使役标志的差别。迦南语s/hiphil的两种形式都被使用。



第十四章　希腊语对其他闪米特语的借用


 导语

1975年，开始构想这套书的写作计划时，我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从闪米特语传入希腊语的借用语，换言之，我没有关注诺斯特拉语、闪米特语传入原始印欧语的借用语或者埃及语传入希腊语的借用语。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写作第一卷的初稿时，我意识到前两个要素也能够解释西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之间的类似性。到此为止，我相信希腊语词汇中20%的基本词干来自西闪米特语，其数量与来自古埃及语的相当。随着进一步的研究，我修正了先前的预计。虽然我仍然坚持40%这个大体的数字，但是我改变了其中的比例。如今，我估计，闪米特语借用语少了许多——约占希腊语词汇的15%，更多的借用语来自埃及语——占25%左右。不过，许多令人费解的希腊语词汇只在埃及语纸草文献中证实，它们进入了地方词汇。由于这个原因，我给出的数字可能存在着误差。假如这些希腊语词汇能够更多地保存在黎凡特地区的文献里，那么这个数字比例很可能变得更为平衡。

本卷对闪米特语借用语关注较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闪米特语借用语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多的成果，而埃及语借用词则是另一种景象。在第七章中，我概述了闪米特语传入希腊语中的借用语的研究历史。
(1)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在过去的40年里，赛勒斯·戈登、米歇尔·阿斯特、索尔·莱文和约翰·佩尔曼·布朗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极为出色的研究。不过，这些学者将自己的词汇研究限制在第三方标准规定的范围内，这一标准是米歇尔·马森给出的，他将它归于海因里希·莱维：“他将抽象词汇或词义广泛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排斥在他的列表之外”。
(2)



尽管我考查了一些表示具体奢华词汇和另外一些适合作为“闪米特语”考查的词汇，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将它们全部纳入考查范围。总体而言，这些词源已经被证实，它们的学术准确性远远超过了我曾经接受的标准。在其他著作中，我只是接受了莱文教授的做法，考查具有句法重要性的基本词汇、阳性词尾（autos）和定冠词。在本章中，我将根据迦南语字母表中的字母顺序：>
 、b、g、d、h、z、ḥ（h̯）、t、y、k、l、m、n、s、‛、p、s、q、r、š、t，集中探讨莱维和迈克尔·马森视为禁忌的语义场：“抽象词汇或词义广泛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




1．√b>
 Βαίνω（“走、站、来、去”）。
 尚特莱纳采用了本维尼斯特提出的正统观点，认为bainō（H）来自印欧语词根[image: ]
 或*gW
 əə2
 /gW
 ə2
 。
(3)

 考虑到该词干的后缀-inō的存在或缺失，必须允许交替拼写的存在。它是与一个印欧语词根发生联系的基础，该词根可见于哥特语qiman和英语come（来）。不过，-inō是一个常见后缀，并且其他所有时态形式都暗示词干bē<
 bā，即假设词根*gW
 əə2
 /gW
 ə2
 的重构形式，与梵语只存在着推测上的关联。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重构了亚非语词根*ba>
 -/*baw-/*bay（“走、去”）。该词根可见于这个超级语言家族的每个分支以及几乎所有的闪米特语言。
(4)

 在腓尼基语中，它写作b>
 ，在希伯来语中写作b（w）>
 ，其完成式词形为bå>
 。因此，相较于易混淆的并且相互矛盾的印欧语词源，亚非语通过闪米特语，为bainō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词源。




2．√dl（1）Δειλός、[image: ]
 （“下级的、软弱的、依赖的、奴隶”）。
 尤利乌斯·波科尔尼接受传统观点，承认[image: ]
 （其迈锡尼语拼写为doero）、δειλός（“软弱的、怯懦的”）和δείδω（“我害怕”）并最终和duo（“二”）之间存在着联系。即便承认deilōs和deídō之间的联系，这个假设的印欧语词源也是极不确定的。大概出于这一原因，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赞同doûlos是一个从非印欧语传入希腊语的借用词。毋庸惊奇，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提出它来自卡里亚或吕底亚语。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强烈反对我将doûlos视为“食客”的观点，认为它仅有一个词义“天生的奴隶”。
(5)

 相较之下，尚特莱纳在对该词词义的详尽描述中写道：“该词的用法……并不表明它指的是‘天生的奴隶’。该词有一个一般的词义，并且它在迈锡尼文献中的使用并不能提供准确的含义。”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再一次屈从于印欧语专家们的准确性错位的职业病。

博姆哈德提出了一个原始诺斯特拉语词根*duly
 /*doly
 （“去悬挂、垂挂、摇摆”），该词根可见于达罗毗荼语、原始印欧语和原始亚非语。它认为该词根在闪米特语中也被广泛证实。
(6)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列出了一个亚非语词根*dal-（“变得软弱或困倦”），它可见于奥摩语、低地东库希特语，在闪米特语中为*dall-。
(7)

 不管这两个词根是否有关，在“依赖的”的意义上，两个词义之间存在着可能的关联。它们与doûlos（“处于奴役状态的人”）之间的语音对应是非常可靠的，尤其是在缺乏印欧语词源竞争的情况下。

在大多数词典中，deilós被给出的“基本”词义是“怯懦的”，但即便是在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作品中，该词被更频繁使用的词义是“悲惨的、恶劣的、下流的、卑贱的”，与词典给出的词义相去甚远。
(8)

 词典编纂学者们的选择是非常好理解的，事实上，“怯懦的”词义与动词deídō（“我害怕”）更为吻合，弗里斯克、尚特莱纳和其他学者（包括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在内）想要将后者和deilós联系在一起。更频繁使用的词义更符合闪米特语词源而非印欧语词源。

现在，我们回到语音问题上，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还有我，都同意doûlos的字首是dw
 。不过，他们进一步主张，迈锡尼语词形doero表明，doûlos源于“*do（h）elos（<
 *doseloṣ）”。括号是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为更早的假设词形添加的，这个假设词形为没有被括起来的*do（h）elos提供了一个可疑的可能性。约翰·查德威克提出了一个与doelos<
 （doheloṣ）类似的系列词汇，使它们与于阗语（Khotanese，众多伊朗语分支中的一个）dahā（“人”）和同样表示“人”的梵语dāsah相联系。除去语义差距之外，这些实际词形而非假设词形，既没有为/o/即“圆唇音”提供解释，也没有为doero/doûlos中的词尾/r/l/提供解释。

解释该“圆唇音”来自闪米特语也面临着许多难题。由B类线形文字和A类线形文字表示的语音dw
 e存在于这些语言中，被表示它的一个符号证实。不过，这个符号没有在doero中使用。圆唇软腭音和圆唇咝音在闪米特语中的出现已经在第五章中探讨。
(9)

 关于原唇齿音的证据不太确定，但是一个可能的例证可见于希伯来语动词√ḥtm（“密封，完成”）。作为规则动词，在许多qal词形中，ḥtm（“封印”）最后音节包含有一个后元音：未完成时形式yaḥtām、祈使语气形式ḥătām或ḥătôm等等。Ḥtm显然来自带有同样词义的埃及语ḫtm。不过，h-字首暗示希腊语ἑτοι̂μος（H）（“准备就绪的、确信无疑的、肯定的”）源于迦南语而非埃及语。如第五章中所述，希腊语中的/oi/是亚非语系
(10)

 中圆唇辅音的一个标识，并且暗示这个超级语言家族存在着原唇齿音。

因此，dl（l）有时会是圆唇音。在“悬挂，尤其是在水里悬浮”这个基本词义上，√dl可见于词形dålåh（“打水”）和dəlî（“水桶”）。这些词义涉及悬挂绳子，这就可能导致打结（?）。甚至引人堕入陷阱的妖妇大利拉（Delilah）这个名称似乎与阿拉伯语dalāl（“卖弄风情的女子”）有关联，并且可能来自√dll。Dll也可能反映在了希腊语中带有元音/o/和/e/的借用词δολός（H）（“渔网、陷阱”），以及δέλεαρ（H）（“用诱饵钓鱼、欺骗”），没有印欧语词源δολός（H）。
(11)

 因此，doûlos和deilós这两个词的一个词源完全可能存在于假设的闪米特语词形*dw
 ero中。

尽管如此，这两位印欧语专家和我都没有对字首*dw
 提出一个很好的解释。倾向于认为doûlos和deilós这两个词都来源闪米特语有如下原因：首先，它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语义匹配，而从印欧语词汇的词源派生出的“人”却是模糊不清的。其次是语音匹配，闪米特语词源可以解释/l/，而印欧语词源则不能。/l/和这些词汇的语义，促使我相信：带有“恶劣的、悲惨的、低等级的”词义的deilós应该与deídō（“害怕”）区分开来，并且与doûlos（“奴隶”）联系在一起。




3．√zwd ψεύδομαι（“自命不凡的、虚假的”）、√zwr ψώρα（“令人憎恨的”）、√zl（l）ψάλλω（“鼻音”）。
 希腊语字母ψ转写为/ps/总体上是没有争议的。
(12)

 不过，与其他音节的混淆，就会使这个等式变得不那么确定。例如，交替词ψηρός/ξηρός（“干的”）和ψωμός（“食物碎末”）以及ζωμός（“油腻的调味汁”）。在其他著作中，我已经论证过，字母ψ本身来自闪米特语/z/zayin，而音值/ps/则来自与/x/xi类似的发音以及埃及语pз+咝音的频繁使用。
(13)



既然没有清楚明确的例子证明存在着带有以psi为开头的印欧语词根的词汇，那么就应该将这些词汇视为借用词。此处列举的词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词群，它们都带有明显的音值p+s或p+š。
(14)

 不过，许多带有这一词首字母的词汇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有些可能来自迦南语的/z/，它可能暗示了这一字母的词源。

动词ψεύδομαι（H）和名词[image: ]
 （H）、ψυδρός（6）都与撒谎和炫耀有关。弗里斯克和佩尔皮尤虽然没有在印欧语中进行先前探索，他们仍然将这些词汇和亚美尼亚语sut（“撒谎”）联系在一起，因此拒绝承认任何认为它们来自ps的尝试。但是我认同将其追溯到迦南语zîd和zûd（“自以为是的、傲慢无礼的”）那里。关于pseudos/psudrós中d/dr的交替，参见第十三章中的探讨。
(15)



另一个字首psi来自迦南语/z/的希腊语词汇是ψώρα（3）（“因结痂而发痒”），它来自希伯来语zîr和zûr（“讨厌肉的”）。弗里斯克和佩尔皮尤都没有为psōra找到一个词源。

另一个字首为psi并且缺少印欧语词源的希腊语词汇是ψάλλω（3）（“弹拨乐器的弦”）。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七十士本《圣经》中，所以就不用惊奇于它有一个可能的闪米特语词源：词根√zll（“摇动、搅动”）。这一词形可见于《圣经》中的罕用词zalzal，它的意思是摇晃的“卷发或（植物）的卷须”。

因此，我们在这里用了三个例词证明闪米特语/z/与希腊语y之间的对应。




4．[image: ]
 （“生命/血液”）。
 大多数美国人都察觉到它但不了解它，迦南语中表示“生命”的词汇是ḥayyîm。它出现在了乌加里特语、腓尼基语以及《圣经》希伯来语中。在迦南语中，和在其他闪米特语族群文化中一样，“生命”和“血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许有人会不同意19世纪激进的宗教学家罗宾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的进步主义观点，但是没有理由对他在《闪米特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
 ）得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当人类停止吃生肉和生鱼之后，血液便被不再被视为身体的肌肉骨骼成分，而逐渐被视为生命的载体”
(16)

 。出于这一原因，血液必须奉献给诸神，不能供人食用。于是，使血液流尽始终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进行献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并因此变成了饮食法则。

根据R．B.奥尼安斯的观点，血液等同于生命的观念也被古希腊人分享。
(17)

 在荷马史诗中，haîma有精神、勇气之义，同时也有血液的含义。由于在这两种文化中，血液和生命被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ḥayyîm和haîma在词义上的匹配是非常可信的。

唯一可能的语音上的反对做法是论证：因为haíma的所有格形式是haímatos，并且haimato有时作为一些合成词的一部分使用，所以词尾-t应该包含在这个词干里。很有可能是，不存在于主格中却存在于其他格中的辅音，经常是词根的组成部分。不过，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极少数印欧语专家将dóru/dóratos（“树木”）、[image: ]
 （“房子”）、[image: ]
 （“肝脏”）、kūmákūmatos（“波浪”）或húdōr/húdatos（“水”）中的/t/作为基本组成部分加以接受。似乎没有原因将haíma/haímatos排斥在这个词群之外。

该词没有印欧语词源。尚特莱纳认为，“在印欧语中，没有表示血液的通用词汇”。
(18)

 与之相对，弗里斯克提出，haîma是一个取代印欧语词根*ēsr的外来借用语，这个词根在希腊语中表现为éar。Haîma没有出现在B类线形文字中，但是它在荷马史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排除它是在铁器时代传入的借用语的可能性。

我在第一卷提出这一词源时，受到了加里·兰斯伯格的公开赞同，他写道，“贝尔纳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希腊语haima（‘血液’）是一个来自腓尼基语hayyîm的借用词，他的根据是两者在闪米特宗教中众所周知的关联。这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观点，因为两个词形都含有相同的双元音ai/ay。”
(19)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没有采用hayyîm-haîma的例子。




5．*Kal（“女性姻亲”）kall（“新娘”），√kålal（“完成的、完美的”），καλ（λ）ός（“美丽的”）。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重构了一个亚非语词根*kal（“女性姻亲”）
(20)

 ，可见于闪米特语、南库希特语和西乍得语。在闪米特语中，他们举出了*kall，意为“儿媳”和“新娘”。√kll是这些语言中两个词根中的一个，另一个词根是√kll或√klh（“完成”），它既指“耗尽”，也指“完美”。在后一种词义里，它与kallåh（“新娘”）混淆。阿拉姆语[image: ]
 指的是“王冠”，阿拉伯语kalil也是如此。[image: ]
 既指“王冠、花环”，又指“结婚典礼”。

在希腊语中，κᾱλ（λ）ός（H）表示“美丽”，它的副词是καλόν或者经常写作καλά。尚特莱纳认为它的词源“未知”，并极为强调彼奥提亚方言[image: ]
 ，他认为该词是原始词形。但是，他未能解释该词中经常出现的l的双写或重叠。对[image: ]
 的最佳解释是将其视为一个“变模糊的”/l/。这一重叠拼写明显可以追溯到它的闪米特语词源那里。




6．Kal.ga、Ḫalaqa、ḥålåq（“光滑的、明亮的”）χαλκός（“铜”）ἠλέκτωρ［“琥珀（色）”］。
 在第四章中，我提到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将苏美尔语urudu视为原始印度赫梯语词根*r（e）udh
 （“红色、铜、矿石”）的词源。
(21)

 一个表示“坚硬的铜”，或许指的是“青铜”的词形是urudu．kal.ga。考虑到两种语言之间的交换，似乎可以假设kal.ga与闪米特语词根√ḫlq（“铸造”）有关联。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重构了一个亚非语词根*ḫalak/ḫaluk（“分娩、创造”），但是这个词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闪米特语构建的。
(22)

 主要的例证是阿拉伯语词汇ḫalaqa（“创造、形成形状、塑造、铸造、编造、使光滑”）。在希伯来语中，ḥålaq指的是“光滑的，既光滑又明亮的石头”；并且，在《以赛亚书》中的一行难解的文字中，使役（Hiphil）分词maḥălîq，作为一个人物，在七十士本中被翻译为khalkeús（“铜匠”）。现代注释者将其翻译为“修光工、熔炼工或锻工”。
(23)



闪米特语urudu埃卜拉语的注释是kàpálu/kàpáru以及拉丁语cuprum等的词源是西闪米特语√kpr，这些问题已在第四章中探讨。
(24)

 不过，表示该金属的希腊语词汇是χαλκός，B类线形文字中写作kako。尚特莱纳拒绝了一个将kal.ga视作词源的分析，因为它仅仅是urudu的描述词。因此，他提出，它是一个来自一个未确定文明的早期借用语。闪米特语√ḫlq的一个词形可能是kal.ga和khalkós之间的连接。

希腊语κάλχη（6）（χαλκή）意为“骨螺”，是推罗紫（Tyrian purple）的词源，表明铜色和青铜色的颜色不会摩擦掉√ḫlq。尚特莱纳将送气音的换位和印欧语词源的缺少视为证据，证明它是一个“词源未知”的借用词。还存在着一个词汇χάλιξ（“鹅卵石，砾石”）。
(25)

 一个早期词形*ḫålaq或ḫålaq（“光滑的石头”）带有一个著名的CåCiC类型的发音形式，为khálix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

显然，也存在着来自晚期迦南语√ḥlq的借用语。首先是ἠλέκτωρ（H）（“闪光的”）和ἤλεκτρον（H）［“金银合金、琥珀（色）”］。尚特莱纳将-tōr视为一个印欧语后缀，但未能找到词根。弗里斯克只是简单地称其“未被解释”。最后是带有送气音的ἑλίκωψ（H）。尽管后缀-ōps明显表示“眼睛”，但是词干是令人费解的。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大致词义是“明亮的黑色眼睛”。这就为闪米特语词√ḫlq-√ḥlq根提供了另外一个希腊语解释。




7．Lat、LṭΛήθη，Λητώ（“皮肤、覆盖物、遗忘、裹尸布”）。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重构了一个亚非语词根*lat（“皮肤”），可见于埃及语和西闪乍得语。
(26)

 Lṭ带有一个重读音/ṭ/，被证实广泛存在于闪米特语中。在各种不同的古拉格语和阿姆哈拉语中，ləṭä和laṭä意思是“树皮”和“剥（树）皮”。阿拉伯语lå>
 aṭ表示“劈开或持有一个东西、用黏土覆盖”。希伯来语lå>
 aṭ表示“覆盖”，låṭ或lå>
 aṭ表示“秘密、神秘”。带有发音/i/的词汇有阿卡德语litu或letu（“覆盖物”）。这个词根带着后元音，也出现在希伯来语中，如lôṭ和luṭ（“裹紧、封套”）。最后是loṭ（“没药、鸦片酊”），该词似乎来自药物的罩面或遮蔽效果。
(27)



希腊语中有一个类似词群。B类线形文字词汇rita可能与荷马时代的希腊语[image: ]
 和[image: ]
 用于覆盖尸体的“精美亚麻布”有关联。贝拉尔认为lîta源于lôṭ，但是如今还存在着一个更接近的类似词形litu。
(28)

 在荷马史诗中和后来的希腊语中，一个大的词群共享词根lath-，lathr-、lāth>
 、lēth-。在这些词汇中，最著名的是λήθη（H）（“健忘、遗忘”）。尚特莱纳将该词归于λανθάνω——带有一个现在时中缀-n-的词条下意为“去遗忘”。这个词群作为一个整体，其词义主题包括了裹尸布、逃跑的嘈杂声、遗忘、药物、睡眠和死亡。对这个词群来自语言借用而非来自一个印欧语词根的怀疑，是由一个类似的但截然不同的词汇lh/to的存在导致的，根据赫西基奥斯的观点，该词指的是“隐藏的”。人名Λητώ（勒托），即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之母，明显来自这一词根的“蒙面的”词义。
(29)



唯一一个可能的非希腊语同源词是拉丁语lateō（“隐藏”）。不过，词尾的齿音存在着诸多疑难。希腊语-th-来自原始印欧语*dh/d，后者有可能是-t-的词源。不过，在拉丁语中，*dh变成了-d-。弗里斯克、尚特莱纳、埃尔努和梅耶将这个问题复杂化了。更简单的做法是将它们都视为来自第三种语言即迦南语的借用语。

不管怎样，lateō都不会和lēthē有吸毒上的关联。玛斯—阿诺特和莱维都认同，迦南语loṭ（“媚药、鸦片酊”）是希腊语λωτός（H）的词源。
(30)

 尚特莱纳谨慎地将其解释为一个“词源模糊的地中海语言词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它的解释会经常避免得出希腊语词汇源于闪米特语或埃及语词源的结论。不过，这个问题上，尚特莱纳是对的，因为也可能存在着lōtós的一个可能的埃及语词源，该问题将在第十五章中探讨。该希腊语词汇可能来自闪米特语词源和埃及语词源的混合。在这里，我将集中探讨它的闪米特语词源。
(31)



Lōtós是一个表示许多植物的名称，这些植物主要来自埃及和马格里布。对它最早和最著名的提及出现在《奥德赛》里，其中提到了Lōtophagoi岛，即“食忘忧果者”的岛屿。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lōtoi是能够让人产生幸福感和迷昏的药物。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一段中，荷马两次将lōtos与lanthanō的不同词形连用。
(32)

 因此，一个重要的希腊语词群——包括表示“真相、真实、真诚”的ἀλήθεια（“不被隐藏的”）——来自一个确切无疑的闪米特语词源。




8．The √lq cluster“（使）聚集”。
 一个闪米特语的两字母组合√lq有一个基本词义“（使）聚集”。这个词义包括三方面的内涵：聚集物品“采摘、收集、拿走”，聚集人群“集会、列举”和抓住思想“领会、理解”。后跟一个不同的辅音，√lq可以涵盖一个广阔的语义场。在阿卡德语、阿拉姆语、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中，√lqˌt表示“捡起、拾穗”。在阿拉伯语中，√lqn表示“领会、理解”和“教授知识、口授”。通过使用不同的介词，阿拉伯语laqiya可以表示“见面、获得、背诵、唱歌、做讲座，就……发表声明”。在阿卡德语和迦南语中，låqaḥ指“拿、采摘”“挑选”，也指“接受指令”。希伯来语衍生词形leqaḥ指的是“学问，学说”。

尚特莱纳将λέγω（H）的基本词义描述为“集合、采摘、挑选”。由这个词义可以派生出“数数、列举”，然后是“告诉、说话”。带有发音/o/，该词根就变成了λόγος（H）（“话语、故事、解释、理由”）。希腊语和闪米特语中的基本词义，有着显著的类似性。如果进一步细究的话，类似性就稍微差一点。不过，它们的类似性足够可信，以至表明它们并不像尚特莱纳所暗示的那样，它们不完全是来自希腊语“内部”的演变。

证明λέγω由låqaḥ借用而来的进一步迹象，来自拉丁语。在拉丁语中，legō有着与λέγω和låqaḥ同样的语义“集合、采摘、收集”。不过，埃尔努和梅耶指出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即λέγω表示“说”，而legō表示“读”。这一悖论可以从闪米特语词源的词义“教授”和“口授”的二分来解决。口授是古代世界的标准教育方式，它既指读，又指说。

拉丁语强调“读”的一个原因是，罗马人从låqaḥ借用而来的另外一个词汇loquor表示“说”。λέγω和legō经历了从闪米特语/q/到希腊语和拉丁语/g/的正常转变，那么保留了原始印欧语/qu/的拉丁语词汇便能够将闪米特语quf翻译得更正确，并且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里便是如此。

埃尔努和梅耶评论道，正如loquor替代for和fari（带有一个可信的印欧语词源）一样，它本身被基督教词汇parabolāre替代。因此，在这两种情况里，表示教授知识的正式词汇都取代了单单表示讲话的词汇。

波科尔尼、埃尔努、梅耶和尚特莱纳全部同意的是，λέγω和legō的词源是阿尔巴尼亚语mb-l’eth（“我采摘”），mb-l’eth有一个已被证实的软腭音g。埃尔努和梅耶不接受任何关于loquor的印欧语词源分析。




9．Nhr Νήρ-（“淡水和海”）。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重构了一个原始亚非语词根*nihar（“流动”）。不过，他们仅找到了一个非闪米特语例子，来自摩基尔科（Mokilko）的东乍得语。
(33)

 不过，它——和名词词形nåhår（“河流”）——在亚洲闪米特语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如阿卡德语nāru、乌加里特语nhr、阿拉姆语nahrå、阿拉伯语nahara和希伯来语nåhår。

拉丁语河名Når的词源，即翁布里亚（Umbrian）的纳哈尔河（Nahar）来自nåhår，已在第七章探讨。
(34)

 这里存在着一个晚期词汇νηρόν（6CE）（“水”），现代希腊语νερό来自它。闪米特语√nhr并不局限于表示淡水。在乌加里特语中，Ṯpt Nhr（“判官纳哈尔”）是邪恶的海神亚姆（Yamm）的别名。这个名字为海神Νηρεύς（H）（涅柔斯）和他的女儿们大洋神女Νηρηΐδες（涅柔斯的女儿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
(35)

 尚特莱纳引用20世纪初学者阿道夫·菲克的观点，将该名称通过nèrōvé（“水中仙人”）与立陶宛语nérti（“潜水”）联系在一起。存在着两个论证来反对这一语言遗传观点。首先，不同的变体拼写[image: ]
 和Νεαιρηΐδες表明它是一个借用词。其次，nèrové为涅柔斯（Nēreús）提供了一个劣质的解释。




10．√nwḫ、√nwh Ναίω、Νᾱός（“休息、居住、住所、神庙”）。
 和英语的情况一样，希腊语大量的同形同音异义词可以通过它们的词源得到很好的解释。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关系密切的同形同音异义词。例如，naíō（“居住”）、nāós（“神殿、神庙”）、néos（“新的”）、náō（“流动”）、naûs（“船”）、nóos（“感知”）以及带三个词义“眩晕、使……旋转、堆积”的néō。变音（infexion）使得这一系列词汇变得更加令人迷糊。在这些词汇中，néos（“新的”）和néō（“眩晕、使……旋转”）明显是印欧语，并且náō（“流动”）也完全有可能是。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论证，naûs（“船”）是一个由闪米特语进入原始印欧语的借用语。不过我更倾向于接受博姆哈德和克恩斯的观点，即存在着一个诺斯特拉语词根。
(36)

 Ν（η）έω（H） n（ē）éō（“堆积”）没有任何的印欧语词源，并且似乎来自埃及语nwi（“收集、集会”）。nóos（“感知”）的词源是埃及语nw，已在第十二章中探讨。
(37)

 经过甄别，就剩下了naíō（“居住”）和nāós（“神殿、神庙”）。一个闪米特语词根*nVwVq（“休息”）可见于西乍得语和闪米特语。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假设了一个闪米特语词根*nw，可见于阿卡德语nâḫu、乌加里特语nwḫ和希伯来语nwḥ。
(38)

 Nåwåḥ表示“居住或逗留”，并且，nåweh表示“住所”，来自一个相关的词根√nwh。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甚是屈尊，他们写道，这个表示“神庙”的词汇“如贝尔纳正确地提出的那样，事实上与动词naíō（‘我居住’）相关”。他们承认“[image: ]
 和naíō碰巧在其他印欧语中缺乏没有问题的同源词”
(39)

 。但是，他们反对我将这些希腊语词汇追溯到闪米特语那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词汇“必须”来自词根*nas或词干*naswos。

在分析这些词汇时，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以及他们的前辈们又一次因为他们的观念结构而作茧自缚。事实上，没有这样的词汇得到证实，并且各种方言词形的不同变体同样可能或更有可能作为语言借用结果来加以解释。加里·兰斯伯格指出，在希伯来语中，不仅nåwåh表示“居住、逗留”，naweh表示“住所、住宅”，而且naweh还有专门的词义“神庙、神殿”。
(40)

 既然Nāós、[image: ]
 和naío的闪米特语词源拥有极佳的语义对应和语音对应，并且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印欧语词源分析；那么青睐于一个纯粹的假设结构就是一种固执了。




11．√p‛l po‛êl、Ποιέω（“做、制作”）√p‛m、Παίω、Παύω（“beat，停止”）。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同意，ποιέω（H）（“做、制造”）最初的词形为[image: ]
 ，有一个中缀[image: ]
 ，并且来自印欧语词根*kw
 ei，它带有一个鼻音，可见于梵语cinóti（“堆积、安排”）。可以公允地说，不管从语音上来看还是从语义上来看，这个结论都有些牵强附会。从后一个层面来看，更为简便的做法是，将它视作来自标准的腓尼基语（尽管在希伯来语中不太常见）动词på‛al（“做、制造”）的借用语。poiéō中的元音结构o-e与迦南语主动式现在分词的词形极为吻合。在这个词形中，po‛êl经常用作动词，尽管它在晚期希伯来语中使用不是如此频繁；那时候，它已经变成了名词的现在分词词形。辅音对应存在着两个小问题。首先，这些希腊词汇缺少/l/。不过，/l/的“模糊化”或软腭音化在许多语言中都是极为常见的现象。
(41)

 第二个问题来自[image: ]
 中重构的[image: ]
 。将它作为亚非语‛ayin的衍生形式来解释，只会更合理，而不会更差。‛ayin和w的对应词形，已在第十章探讨。
(42)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παίω（5）和παύω（H）。20世纪初的希腊语法学家E.施维茨试图将paíō重构为*pawíō，以便在此基础上将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他将paúō视为*pawíō的不定过去时和将来时的逆构词形。他没有对这两个词之间的语义差异提出疑问，而是将它们都视为来自“打某人以便他不敢接近”这一词义。
(43)

 尚特莱纳定罪似的将其称为“一个巧妙的假设”。不过，我不相信这个观点就这么容易被轻易抛弃。Paíō和p‘m之间的语义匹配是准确的，尚特莱纳将它们的词义定义为“打、击打”，根据施维茨的论证，paúō的词义也不会有太大差异。语音疑难与这个迦南语动词的词尾-m有关。/M/在希腊语词汇“中动态”词形paúomai和被动分词paiómenos中处在了它的语法位置上。因此，/-m/很有可能是被视为词法要素，因此从词干脱离。这些词典编纂学者每个给其中的任何动词提供一个印欧语词源。




12．QdsΚυ̑δος，Κυδρός，Κεδρός（“分离的、神圣的、卑鄙的、圣树”）。
 √qds是最著名的闪米特语词根之一，在晚期迦南语中为√qds（“分离的、神圣的、卑鄙的”）。围绕着κυ̑δος（H）和κυδρος（H），希腊语有一个大的词群，它们有相同的词义，即“神圣的荣光”和“卑鄙的”。早期迦南语的词尾-s在传入希腊语时是作为中性名词的标记使用的，除了与格，其他所有单数格形式都是以-s结尾的。Kûdos被采用到了中性词中，这些现象在亚非语中是不存在着的，它是一个例证，证明确定词性在传入语言中具有重要性，而在源语言中却不重要。
(44)

 兰斯伯格指出，语音类似的重要性表明“希伯来语qōdeš（‘神圣的’）是一个u-类segholate
*

 词形，它的原始词形可以重构为*quds”。
(45)

 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极佳的语义匹配和语音吻合。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遵循传统的观点，称kudos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印欧语词源”：与它同源的是旧教斯拉夫语çudo（gen．çudese）（“奇观、奇迹”）。
(46)

 在这里可以看出他们试图感染我的热情，不过他们被它蒙蔽；因为，他们先前主张“就希腊语词汇而言，不存在任何本质上是‘神圣的’或‘圣洁的’东西”。相较而言，尚特莱纳坚持这个词汇的神圣内涵，并且认同“这个词义导致了旧教斯拉夫语çudo的产生……不过，这个斯拉夫语词汇暗示着一个发音的*qeu的存在（它却在希腊语词汇kudos不存在）”
(47)

 。随后，尚特莱纳转而选择了更不太可能的印欧语词源。

√qds中的“神圣的”和“卑鄙的”之间的语义交替，似乎反映在希腊语κύδος（“冒犯”）和κυδάζομαι（5）（“去冒犯”）上。不过，波科尔尼、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主张，这个动词与kûdos无关，它来自一个可见于斯拉夫语同源词kuditi（“哭喊、嘲笑”）的词根。在这里很可能存在着混淆，考虑到语义上的歧义，这两个词源都有可能在这个词语演变中发挥作用。

交替拼写κυ̑ςδος/Κυδρός，像ψεύδος和ψυδρός一样，在《黑色雅典娜的回信》中讨论。
(48)

 希腊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带有-dr并且发音不同的词汇和名称。Κόδρος（科德鲁斯），神话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在古典时期被作为英雄崇拜；神圣的κέδρος（4）指的是“刺柏”，后来指“雪松”。耶路撒冷的神庙是在腓尼基人监督之下用雪松建造的。没有理由怀疑其他迦南人的神庙是用不同的方式建造的。建造加的斯的梅尔卡特神庙使用的木料很久都没有腐朽，罗马作家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对它们进行了描述，几乎可以肯定，它们是雪松木。
(49)

 √qds可能指的是雪松，这种可能性因埃及语词汇qdtt的存在而增加，福克纳将qdtt描述为“来自叙利亚的针叶树？”。叙利亚雪松也以希腊语词汇κεδρελάτη（1CE）而为人熟知。就其本身而言，’ελάτη（H）指的是“松树”。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没有为它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印欧语词源。
(50)

 所以，将它们视为来自迦南语和腓尼基语词形*>
 ēlat即希伯来语词形>
 ēlåh（“乔木、笃耨”）更为可取。
(51)






13．√Qal、qôl、qåhal（“讲说、集会”）βούλη、βούλομαι（“集会、渴望”）。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假定了一个亚非语词根*qal-/*qawal（“讲说”），在闪米特语中，它们与*qāl（“声音”）相关。在阿拉伯语中，qāla（qaul）（“讲说”）经常指的是社会活动：教书、游说、授予、商谈、争吵、争论，等等。在希伯来语中，有两个明显类似的关联词。首先是qôl（“声音”），通常指人的声音、动物的声音以及音乐声等，并且也指绘声绘色的演说、传达指示的口令。第二个是qåhal（“集会”），特指为了政治或宗教目的召开的会议。qôl和qåhål之间的词义关联，类似于parler与parliament之间的词义关联。

回到语音上面，闪米特语中，√qwl和√qhl或qol和qal之间交替，表明早期的词形带有一个唇软腭音*qw
 al。

许多希腊语词汇是基于词干βούλ-构建的。最著名的是βούλομαι（“渴望”）和βούλη（“集会、议事会”）。没有人会怀疑它们是关联词。问题是哪个是最初词形？这些词典编纂学者猜想是由boulomai派生出boulē的。不过，尚特莱纳未能就这一演变方向梳理出一条词义演变路径。由boulē派生出boulomai更容易。Boulē有“决定、议事会、商议”等词义。尚特莱纳指出，关于βούλη，存在着许多衍生词，都有建议的含义；著名的有βουλεύω（“商议、深思熟虑后提出、决定”），它与“渴望”密切相关。例如，《伊利亚特》的诗文写道：“阿基罗库斯（Arkhelokhos），针对他，诸神［βούλευσαν］摧毁。”
(52)

 对这个词的传统翻译是“提出”，但是作为集体决定，它可以被翻译为“渴望”。因此，从语义演变来看，更有可能是boulē派生出了boulomai。

Boulomai经常和ἐθέλω（H）（“想要、渴望”）并提。尚特莱纳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认为boulomai更为积极主动，而ethelō较为被动，表示“倾向于、接受”。这个观点符合与作为“集体决定”的boulē是boulomai的词源的观点。Ethelō没有印欧语词源，尽管不能解释字首增添元音e-，tr（“问候，恭敬地欢迎”）仍然是一个可能的埃及语词源。

尚特莱纳主张，字首的唇软腭音*gw
 el或*gw
 ol是“确定的”。考虑到该闪米特语重读音节的不确定性，整个词语演变过程可能是这样的，由西闪米特语*qw
 al（“召集到一起，集会”）到*gw
 ol再到boulē。




14．Qsm κόσμος（“预测、安排”）。
 该词源分析也在第八章中做出。
(53)

 如第八章所述，希腊语词干kosm-的基本词义是“命令、安排”，尤其用于神或其他权威人物。在被动式词形中，它指的是“被指定的”。虽然没有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但是κόσμος和动词κοσμέω（“按次序摆放”）在荷马史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kosmētore laōn是“人民统帅”。
(54)

 kósmos还与毕达哥拉斯有关，它被作为“世界秩序、宇宙”使用。尚特莱纳抛弃了弗里斯克的所有观点，并且写道，“最不太可能的关联”是拉丁语censeō（“做出一个庄严的声明”）和梵语çáṃsati（“他背诵”）之间的关联。抛开语义疑难不讲，两者的语音在元音和辅音结构上都存在着问题。

闪米特语词根√qsm的基本词义是“砍、打破、分开、分配”。阿拉伯语qasama，指的是“分开、指派，尤其是神的指派”。在第十个词干中
*

 ，它指的是“抽签、求神谕”。“在早期南阿拉伯语中，mqs1
 m指的是‘神意的决定’”。希伯来语动词qåsam指的是“应验预言”，qesem和miqsåm的意思是“预言”或“魔法”。考虑到来自阿拉伯语的证据，否定迦南语动词√qsm含有“指派”的含义，显然是不合理的。
(55)

 希腊语发音没有提供一个大的障碍，因为我们知道乌加里特语中存在着一种CόuCC词形。
(56)

 因此，从语音和语义上看，√qsm和kosm-i之间差异，远远小于kosm-和censeō或çáṃsati之间的差异。


 结语

如本章开篇所言，对那些在学术上远比我专业的学者所研究的领域，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我避免了考查与奢华和贸易商品相关的词汇的闪米特语词源。取而代之，我考查了基础词汇，诸如血液、青铜以及至关重要的动词如bainō（“去”）、legō（“讲说”）、poieō（“制造”）和naíō（“生存”），以及诸如kalos、kudos和kosmos等宗教哲学词汇。如本章和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整体，闪米特语影响到了希腊语，进而影响到了希腊文化，这种影响不可能只局限于具有代表性的古代犹太人可能提供的内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考虑它们事实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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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dsburg（1989，77）.


(46)
  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96-7）.


(47)
  由于在语言家族探寻语音发展轨迹时可以获得可能的精确性，所以，相较于语言之间的借用而言，建立在“遗传”关系上的词源分析应该具有更高的精确度要求。


(48)
  Bernal（2001，141-2）.


(49)
  Silius Italicus Punica
 3:17-20.


(50)
  波科尔尼承认*elem（“榆木”）只是“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认为亚美尼亚语elew-in是“不太可能的”词源。


(51)
  关于at/åh的一致性，参见Harris（1936，5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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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本书第八章，注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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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Ili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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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In the tenth stem”，语意不明。——译者注


(55)
  在《圣经》中√qsm被相对少地使用的原因之一是占星术作为一种恶习被严厉谴责，参见Deuteronomy 18:10和2 Kings 17:17。


(56)
  Gordon（1965a，1:59）.



第十五章　一些被希腊语借用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群

前几章主要探讨的是语音体系方面的内容，试图在埃及语、闪米特语和希腊语词汇或词根之间找出系统的语音对应。在本章及其后三章中，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词义探讨上面。如第十四章所述，先前的学者们对由闪米特语传入希腊语中的各种借用词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虽然他们大体上将自己的调查限制在了具体名词上面。
(1)

 带有埃及语词源的希腊语词汇远非一个小小的列表能够容下。除了东欧学者P．V.耶恩斯泰特和康斯坦丁·达尼埃尔的著作之外，其他关于来自埃及语的语言借用的提法普遍局限在非常明显的外来词汇上。
(2)

 因此，在探讨其他语义范畴内的动词词群之前，检验一些关于民间生活，如农业、烹饪和医药等实践上的术语和程序的很可能是或可能是借用语的词汇将是有益的。其他领域，诸如音乐、纺织和冶金也同样包括在内，但此处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可靠的实例而非全部实例来进行证明。

在本章每一节里，埃及语词汇将按照第九章开篇处所编排的埃及学“字母表”顺序进行探讨，即з、ἰ、‛、w、b、p、f、m、n、r、h、ḥ、ḫ、ẖ、s、š、q、k、g、t、ṯ、d、ḏ。这一顺序也适用于此后三章。


 自然和农业

本节提出的词源分为七个种类：湿地、芦苇和草地，树木和果实，耕种，谷物，牲畜，鸟禽，以及最后的器具和器皿。

湿地、芦苇和草地

尼罗河三角洲面积广阔而又富饶，希腊则相对缺乏湿地。考虑到此，便不惊奇于有如此之多关于水草方面的希腊语词汇可能来自埃及语。来自埃及语词根зḫ（“新的生长”）且其中/з/发清音的希腊语借用词将在本章λάχεια和λάχνη词条下进行探讨。在此处，我关注的是后来的词形。зḫr仅在世俗体中得到证明，并且科普特语词汇ahre（“湿地、芦苇”）被普遍认为是希伯来语>
 ahu＜*>
 aḫu（“芦苇、灯芯草”）的词源。它可以在希腊语词汇ἄχυρα（H）（“稻草、谷壳、糠”）和ἄχωρ（4）（“皮肤疾病、皮屑”）中找到。由于/r/＞/n/的转换，ἀχνη（H）（“糠、粉末”）和[image: ]
 （4）（“前角上带有鹿茸的小鹿”）属于同一义丛。᾽χάλιον是一种与“草芙蓉、药草”相关的植物名称。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为这些词汇中的任何一个提供词源。

ἰзqt（“蔬菜”）出现在希腊语中为ἄρακος（4）（“野豌豆”），指一种豆科植物。尚特莱纳描述该词词源为未知，虽然他认为它有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语言。

埃及语ἰdb（“沿着河岸的土地”）为ἔδαϕος（H）（“底部、基地、土地、土壤”）提供了一个极为可信的词源。尚特赖纳认为，该词的词形结构是“单数”，并且尝试着将它与hédos（“座位”）联系在一起。他也未能解释被他视为后缀的词形-aphos。

希腊语ἄρον（4）是一个表示许多物种的植物名称。普林尼提及埃及语arum，并且埃梅丁格在此基础上接受一个来自晚期埃及语ʽrw（“芦苇”）的词源。
(3)

 皮尔斯对此予以否认，理由是áron完全不像一根芦苇。在这样做时，他忽略了该词语的模糊性以及它所指的物种数量。
(4)



英语词汇“green”和“growing”之间的词源联系表明，在许多语言中“绿色”作为过程和作为名词修饰语或形容词的频度相当。当然，在古埃及语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第九章，我论证了阿芙洛狄忒和Prwзḏyt之间的关系。
(5)

 词根wзḏ与一朵荷花和一条蛇即[image: ]
 （M14）连写时，指的是“绿色、使变绿、蓬勃发展”。希腊语ἄρδω（5）指的是一条河流或人工“灌溉一片土地”。尚特莱纳提出了一个字首[image: ]
 ，但给出没有词源。

尚特莱纳对ἰός（4）（其形容词形式为ἰώδης）的第四个解释是“铜绿、青铜的变绿、锈”。尚特莱纳认为它和iós（“毒药”）有关联。他发现了一个印欧语词根，在拉丁语中得到证明，即virus。然而，[image: ]
 （“使变绿”）语义上更接近于埃及语wзḏ。

尽管语音难题超出了我通常的容忍限度，但wḥзt、世俗体whi、科普特语uahe（“大锅、绿洲”），普遍被认为是希腊语ὄασις（5）（“绿洲”）的词源。

很可能，但未被证实，词形*pзšз（“沼泽、场、草地”）为希腊语πίσεα（H）（“水草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弗里斯克描述该词时称其“没有确定词源”，并且尚特莱纳称它的词源“模糊不清”。词形*pзsз也将会解释地名Πίσα，Πίσα表示两个沼泽地区，它们的城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伊利斯和托斯卡纳。

Mnḥ（“芦苇、纸草”），为希腊语μνάσιον（尼罗河的一种植物）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词源。尚特莱纳没有给出任何语源。

Mr（“运河”）与mr（“通过……奠酒”）和神话传说中泉水莫莉亚（Mélia）联系在一起，在第十章中被提及。
(6)

 双边音（bilateral）[image: ]
 （U6） mr（“锄头”）出现在埃及统一之初著名的蝎子王权标头（mace head）上，表示切断一条运河的象征。Mr是亚非语词根*mar（“锄头”）的一部分，该词根可见于闪米特语、东豪萨语和高地东库希特语，它与另外一个词根*mar（“挖掘”）有关联。
(7)

 Mr（“运河”）为ἀμάρα（“运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为此词提出了两个词源。第一个与它相关的是动词εξ-ἀμάω（H）（“开通一个水渠”），并且可能相关的是ἄμη（“铁铲、水斗”）。除了将它与amára联系在一起，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没有为ámē提出一个词源。在语义层面上，来自mr的词源演变将会解释ámē为何会具有明显不协调的词义组。在新王国时代沙杜夫（shadouf）即支杆和水桶杠杆组合被发明之前，埃及人进行灌溉和提水依靠的是人工提的水桶。
(8)

 一个人提着一只篮筐或水桶可见于著名的蝎子王权标头。

Mr（“水渠、池塘”）带有一个字首增添元音aleph的可能性，首先因这样的发音可见于一个明显是乍得语同源词的词汇而增加，但更有力的证据是科普特语词形eme（S）和ame、ámē（B）。
(9)

 毋庸惊奇，在如此之多的情况下，波海利方言或北部方言、科普特语词形更接近于该希腊语词汇。科普特语学家尤金（Eugene Dévaud）认为科普特语ame源于mr。
(10)

 不过，切尔尼和维奇赫尔都认为它来自希腊语ámē，而没有考虑到该词缺乏词源。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转向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为amára提出的第二个词源。他们认为它与赫梯语amiyar（“运河”）相关联，并把它看作一个表示“东方技术”的术语。这种解释是非常合理的，但安纳托利亚中部总体地形使得那里的灌溉不及它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性突出。这些赫梯语和希腊语词汇可能来自阿卡德语marru（“锄头”），该词带有引申义“水渠、运河”。更有可能的是，它们来自埃及语词形*amar（“水渠”）和构筑它需要的工具。

关于希腊语语音/ph/替代埃及语语音/m/的原则已在第八章中探讨，另一个来自“人工湖”词义上的埃及语mr的可能借用词是ϕρέᾱρ（“水井、蓄水池”）。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将phréār和重构印欧语词根*bhre-ew-联系在一起，该词根可见于日耳曼语*brunn（“泉水、小溪”）以及苏格兰语。然而，他们都指出，phréār具有独特性，它指的是静止的水，而非流动的水。

*r-ἰmn（“牧场、湿地”）是λειμών（“草地”）和λιμνή（“湖泊”）的词源，已在前文探讨。
(11)



中期埃及语rd和rwd/ḏ、科普特语rōt（SBA）、rot或lōt（F），指的是“努力、做强、植物、成长、蓬勃发展、繁荣、一棵树的芽苗、健康的骨骼和四肢”。所有这些词都与音符rwd或rwḏ[image: ]
 （T12）连写，表示“弓弦、脐带”。在希腊语中，存在着一个词群ῥαδινός（H）、ῥοδανός和ῥοδαλός（“柔软、纤细、活泼”）。该词群用来表示“背带、植被，然后是人的身体”。ῥοδάνη是“用于纺织的细线”。尚特莱纳没有对后缀-inos和-anos提出疑问，而是对该词根中的元音交替感到迷惑不解。（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暗示，即该词是一个借用词。）他甚至比弗里斯克还要强烈地感到，先前所有构建词源的尝试都不令人满意。

希腊语词汇̔ράδαμνος（3）和ὀρόδαμνος（4）（“树木的细枝条、新芽”）也可以追溯到rd和rwd/ḏ。不过，它来自Rdmt（“植物、柏属植物、牧草”）。尚特莱纳认为它们和拉丁语词汇radix（“根”）存在着关联。然而，他和弗里斯克承认，这些词汇的含义明显被混淆。

在第十四章中，我提到了玛斯—阿诺特和莱维为希腊语λωτός提出的闪米特语词源，它被布瓦索（Boissacq）和保利·维瓦索（Pauly Wissowa）接受。
(12)

 康斯坦丁·达尼埃尔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的论证是该希腊语词汇来自科普特语rōt或lōt。
(13)

 他引用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采集睡莲（krínea，见上文），将它们称为lōtós。”
(14)

 艾伦·埃劳德接受lōtós来自一个闪米特语词源的观点，他宣称，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希罗多德犯了“希腊作家们通常犯……那种错误”。他没有提到刚才那些埃及语或科普特语词汇。
(15)

 达尼埃尔的第二个证据来自六个世纪之后。阿忒那俄斯（Athenaios）生活在3世纪尼罗河畔的瑙克拉提斯（Naucratis），他在《智者们的盛宴》（Banquet of the Sophists
 ）中指出，“埃及人称它为莲花”
(16)

 。科普特语词汇rōt或lōt仅仅指“植物”，但是该词明确和用于表示rd[image: ]
 （M32）的义符中的莲花有关联，加德纳称这个义符为“莲花的标准根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其他许多情况下，我不认为，现代的良知论（Besserwisserei）能够轻易地用于抛弃古代作家的证据。

总之，如上一章所述，我相信希腊语词汇lōtós来自一个埃及语和闪米特语合并的词源。

Χώρα：khōra（“空间、与城镇相对应的农村”）可能来自埃及语šз并最终来自*ḫr的词源，已在第八章中探讨。
(17)



加德纳将符号[image: ]
 （M12）ḫз描述为“叶子、莲花的叶柄和主茎”。其复数形式为ḫзw，指的是“植物、花或莲花”。它为χλόη（5）（“新的绿色植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佩尔皮尤提出了一个印欧语词根*ghel。不过，他承认，没有其他例词有一个零音。

在khlóē的一些明显的同源词中，值得注意的是χλωρός（H）（“植物的绿色或浅黄色”），它有一个次级流音。这些同源词可以通过与另外一个埃及语词汇ḥrrt（“花”，其世俗体拼写为ḥrry）的混合加以解释。
(18)

 这个词有许多亚非语同源词，其中包括柏柏尔语alili、库希特语ilili（“花”），还有一个赫梯语词汇alil。亚非语词汇hrēre和科普特语词汇hlēli（F）也能够被解释为λείριον（4）和拉丁语lilium（“百合花、水仙”）的词源。W．H.沃雷尔（W．H．Worrell）和B.埃梅丁格认为这些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分别来自科普特语词汇。
(19)

 理查德·霍尔顿·皮尔斯对此提出否定，原因是埃梅丁格引用的词形ἀληλώ“不是ḥrrt的一个无可争议的转写，并且与λείριον的关系不明”。皮尔斯继续写道：“此外，ḥrrt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表示花的一般词汇，而非表示任何具体植物的特定词汇。”
(20)

 这一观点，相当于否定了日耳曼语表示“动物”的一般词汇Tier与英语表示“鹿”的特定词汇deer之间的联系！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谨慎地认为leírion来自东地中海语言。伊米莉亚·马森（Emilia Masson）承认，它可能是一个闪米特语词汇。
(21)



Ḫзw nw sšn（“莲花”）可能是κρίνον（5）（“百合花”）的词源。晚期词汇καλαμό-κρινον（“与百合花类似的芦苇”）表明它可能是莲花。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未提供词源，只是推测krínon是一个借用词。

H/Ḫзt“湿地”明显属于同一种词群。它为χῑλός（“草料、牧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不管是弗里斯克还是佩尔皮尤，都未能为该词提出一个词源。从语音上来看，这个词语与我提出的观点非常接近，即χῑ̛λιοι“千”源于埃及语词汇Ḫз“千”。
(22)



H/Ḫзt（“湿地”）很可能为χόρτος（H）提供一个词源。在荷马史诗中，它指的是“庭院、地平线边缘、草地”。在这个词义上，它似乎属于一个印欧语词根，它可见于拉丁语hortus、条顿语gards等。不过，在赫西俄德和后来作家的作品里，它用于表示“草地、长着植物的空地”，尤其指“草料、干草、牧草”。因此，这些印欧语词根和埃及语词根共同给出了这个词汇的广泛词义。

Sm（w）（“植物”），其科普特语词形为sim；经常与[image: ]
 （M20）连写，表示“并排生长的芦苇”。拼写smyt也表示“植物”，其科普特语词形为sme；与义符[image: ]
 （M2）连写，表示“植物，经常是芦苇”。Smyt不带这个义符，指的是“边缘、席子”。
(23)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愉快地探讨了σάμαξ（5）（“芦苇、芦苇席”）中的常见后缀-ak。不过，他们未能对这一词根进行解释。

19世纪80年代，阿尔弗雷德·维德曼（Alfred Wiedemann）提出，希腊语σάρι（4）（“埃及水生植物”）源于晚期埃及语s‛r（“灌木丛、类似纸草的植物”）。
(24)

 如今，学界已普遍接受s‛r是来自闪米特语š‛r（“大麦地、长着矮灌木丛或灌木丛的田地”）的借用词。
(25)

 泰奥弗拉斯托斯明确提出，这一名称来自闪米特语而非黎凡特语。
(26)

 闪米特语śin咝音的不确定性可以解释波黑利方言sari，科普特语词典编纂学者沃尔特·克拉姆（Walter Crum）认为它和希腊语词汇sári有关联。尚特莱纳将sári归于σίσαρον（“伞形科植物？”）目下，但不接受有关这两个词的任何词源。

从词典编纂学者对待同一个埃及语词根的两个词义sšn（“莲花”）和sšnw（“绳索、帆索”）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禁锢的迹象。一般而言，σου̑σον“百合花”被视为一个“来自东方的”的借用词，从埃及语传入迦南语，再经它传入希腊语。但是，尚特莱纳将σου̑σον（“船的绳索”）描述为“无词源”。
(27)



双字母象形文字符号šn[image: ]
 （V7）是“向下挂着绳圈”。如第十三章中所述，它出现在词汇šnw（“网、圈地、环线、周线”）里。它进而为希腊语词汇σχοι̑νος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kono（“芦苇、脐带、土地的测量”）。
(28)

 尚特莱纳只是称它为“一个没有词源的名称”。对šnw连同šn‛（“乳房”）的晚期借用，为拉丁语动词sinuo或名词sinus（“布料上的凹形褶皱、乳房”）提供了一个词源。埃尔努和梅耶将这些词概括为“无词源”。

表示“芦苇”的一个常见的晚期埃及语词汇是qmз，其世俗体拼写为qm和qmз，科普特语词形为kam；已经证明，进行换位后，它变成了qзm。
(29)

 后者为希腊语词汇κάλαμος（6）［“芦苇、稻草”（和后来的“笔”）］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
(30)

 尚特莱纳认为在拉丁语culmus、古高地日耳曼语halam等中存在着一个表示“稻草”的词根。不过，他指出，希腊语发音kala-的意思是“孤立的”。很难确定哪个词源更有可能，但是考虑到更接近的词义——芦苇而非稻草——以及带有/a/的发音，显然埃及语词源更可取。

达尼埃尔似乎合理地论证，埃及语qm、科普特语kam为κάμαξ（H）（“支柱、柱、茎干”）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词源。他论证因为该词在荷马史诗中被证实，所以这一词源要早于第七章中提到的已被接受的闪米特语词源kánna（“芦苇”）。
(31)

 达尼埃尔指出了希腊语中一个与之对应的词汇kamax。

赫拉克勒斯的第三项苦役是砍掉九头蛇妖许德拉（Hydra）的头，每当它的头被砍掉之时，就会长出其他许多的头。在其他的一些苦役里，也涉及湿地或水利工程。
(32)

 这一事实使得维吉尔作品的注释者塞尔维乌斯（Servius）的神话即历史的解释变得有些可信，他声称，许德拉（水）代表着一个三角洲，只要水道被堵上，就会有一个或多个新的水道冲破障碍。
(33)

 神话故事所揭示的这一模式和对它的诠释解释了一组看似野蛮又不相关的词汇：Dn的意思是“砍掉、砍头”。Dnἰ是一个与灌溉有关的词群。它的基本词义被义符（V11）（“阻挡或筑坝拦截水流”）所指明。它涉及开渠。Dnἰt，其科普特语词形是tēne，指的是“堤坝、沟渠、运河”。与不同适当的义符连写，表示dnἰt（“碗、篮筐”），即用于将水运到更高处的工具，它们在第十八王朝吊杆被引入之前使用。
(34)

 不带表示堰塞的义符时，dnἰ指的是“分配、分发”，据推测，这一分配最初是关于水流的分配。
(35)

 在这种词义上，它与闪米特语词根√d>
 n（“判断、判决”）是同源词，要么是通过语言遗传形成的，要么是通过语言借用形成的。

Dnyt是“土地登记簿”，它或者Dnἰt/tēne为δήνεα（H）（“计划、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将该词的前两个词源都加以抛弃。

该埃及语词群中的另外一个词汇是dnἰt（“节日”）。据推测，它与分配有关联。θοίνη（H）是“紧随献祭之后的节日”。尽管斯特拉对最初的*θωι-νᾱ进行重构，但是它也仍然明显来自dnἰt。并且，不存在一个可以向它挑战的印欧语词源。

灌木丛、树木和果实

与表示湿地植物的名称相比，表示树木及其果实的埃及语名称，只有较少的数量被借用到了希腊语中。不过，其数量仍然是可观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词汇一般用于表示那些埃及比希腊栽培更早并且更为广泛的果实，如枣和无花果。然而，有趣的是，其中的大量词汇都有极其广泛的引申义。

尚特莱纳、埃尔努和梅耶都承认希腊语ἰξός（“用于粘鸟的槲寄生或胶水”）和拉丁语viscum（“槲寄生或胶水”）之间的类似性。然而，他们无法确定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关系。最简单的解释是它们都是来自第三种语言的借用语。从埃及语ἰš（“口水”）来看，这一解释似乎是可以的。

埃及语bзq表示“辣木或红柳树”及其油汁，显然是希腊语μυρίκη（H）（“红柳树”）的词源。尚特莱纳明智地拒绝了莱维提出的闪米特语词源√mrr或“myrrh”（没药），但没有提出其他词源。

晚期埃及语b‛ἰ，其科普特语词形为baei（S） bai（B），表示“被去掉叶子的棕榈枝条”。尚特莱纳认为βαῑ̛ς（3）（“棕榈叶”）源于这个词。




Bny/Bnrt（日期、水果、甜）。
 埃及学专家和语言学家长期困惑于以bn为字首的混淆不清的词汇。除了（1）bni/bny（“枣”）之外，还有（2）bwn（“两股叉点”）、（3）bnbn［“高点、直立起来”以及“金字塔顶角锥（金字塔顶部的顶尖）］”、（4）bnt（“竖琴”，其科普特语词形为boine）、（5）bnt（“水果或蜜饯”）、（6）bnw（“凤凰”）以及（7）bnwt（“分泌物、伤口或血液”）。

没有人怀疑bnt、boine（“竖琴”）是希腊语[image: ]
 （4）（“一种鲁特琴”）的词源。其科普特语词形是boine（s）和ouoine（B）。如果没有受到希腊语的影响，这些词形显示存在着一个更早的词形*bw
 áənət。

现在，我们回到bni/bny/bnrt，这个词汇的辅音结构存在着争论。词典编纂学者雷蒙德·福克纳（Raymond Faulkner）假设，这个更早的词形是bnrt，后来演变成bnit和bny（“枣、水果”）。表示枣的闪米特语词汇是基于bnr构成的，形成了对这一假设的支持。不过，更为晚近的学者中，大多数认为bnrt是对bni的修正。
(36)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没有为该词提出亚非语词源，塔卡克斯论证，原始柏柏尔语词形*b-y-n“枣子”不是一个遗传同源词，而是一个来自埃及语的借用词。
(37)

 许多柏柏尔语词汇都包含有一个/y/音。只有表示“无花果”的同源关契斯语（Guanche）词汇te-haune-nen有一个字首音/w/。因此，很难找到来自亚非语终端关于圆唇音/bw
 /的证据。不过，它与词形和重构词形*boine吻合，该词可见于希腊语词汇ϕοι̑νιξ（3）（“枣树”）。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注意到新鲜枣子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因此，
(38)

 对尚特莱纳的词典进行续编的塔亚尔达（Taillardat）认为，-ix是phoînix的后缀，它是基于一个可见于ϕοινός（H）（“血红色”）的词根构成的。他认为phoinós本身源于印欧语词根*bhen（“殴打致死”），尽管如此，令人相当困惑的是，他断然否认这个词与ϕόνος（H）有任何关联。无论如何，bnwt（“分泌物、伤口、血”）是一个更直接的备选埃及语词源。
(39)



希罗多德明确地声称：“这个神鸟的（埃及）名称是ϕοι̑νιξ（5）‘凤凰’，它明显来自埃及语名称Bnw。”
(40)

 这个词义上的phoînix可能出现在了B类线形文字中，词形为ponike。20世纪早期的埃及学专家库尔特·泽特（Kurt Sethe）和施皮格尔伯格利用晚期埃及语中不常见的词形bynз及其与boine（“竖琴”）的类似性，也合理地重构了这个神鸟的词形，即*boine。
(41)

 这一如此明显的结论必然会遭到质疑者的挑战。
(42)

 在某种程度上，浴火重生的凤凰与起源于东非盐湖的火烈鸟有关；如它们的中世纪拉丁语名称——来自“火焰”——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具有桃红色和猩红色的颜色。

没有哪个关于bn的词源能够直接解释词汇ϕοι̑νιξ（2）（“腓尼基人”）。唯一可能的关联也很烦琐，它尝试性地将bny（深红色的“枣子”）与“紫色染料”联系在一起，因为腓尼基人因紫色染料而著名。关于这一种族名称存在着另外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埃及语词汇Fnḫw，一个叙利亚族群的名称，它看起来明显与phoinik-类似。虽然它们被视为同一词，但是可能的是这个埃及语名称取自该族群本身或者也许是他们讲闪米特语的相邻族群。然而，该地名在希伯来语中为Kn‛n（即Kəna‛an），它在《阿玛尔纳文书》（Amarna Texts
 ）中被转写为Kinaḫḫi或Kinaḫnái，Kinaḫḫhu的词义也是“紫色”。阿斯特认为，这个词来自Kinaḫḫi的土地。
(43)

 因此，认为phoenix（“红色、紫色”）和Phoînix（“腓尼基人”）是有关联的常见假设可能来自一个闪米特语直译词。常见的前提是，phoînix（“红色、紫色）”和“腓尼基”相连的Phoînix可能来自闪米特直译词。另一方面，希腊语中的族群名称phoînix来自颜色名称phoînix的传统看法将是恰当的，如果后者来自phoînix（“枣子”）。
(44)

 这似乎比最后一种可能更有可能：Kinaḫna原本是*Kw
 inaḫna，并且像名称Gw
 ebla一样，在被借用到希腊语之后，唇软腭音才衰弱。这样一来，它就变成了*pənaḫḫi和迈锡尼语ponikia。对两个假设词形的需要使这一解释变得过于烦琐。

回到这一探讨的基础：考虑到boine（“竖琴”）和boine（“凤凰”）之间的类似性，毋庸置疑，bnἰ是phoînix（“枣子”）的词源。



Mзmз（“用作坚果和纤维的埃及棕榈”）几乎可以确定是μέρμῑς（H）（“线、绳”）的词源。有趣的是，尚特莱纳将它视为一个“破裂的重叠”，但他的结论是该词词源“不明”。

从语义上来看，nq‛wt（“凹口西克莫无花果”）（“notched sycamore fgs”）为克里特语νικύλεον（2）（“无花果的种类”）提供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对应词，尚特莱纳对此写道，它“可能是爱琴海语言”。这一匹配足够可信，以至克服了词尾-l的语音难题。

詹姆斯·霍奇认为重构的埃及语词形*alhammān是一个来自闪米特语√rmn（“果实”，尤其指“石榴”）的借用词，并且认为阿卡德语armannu最有可能是该词的词源。
(45)

 带着冠词pз的*pз‛nrmn或其科普特语词形*p（h）erman为προύμνη（4）（“李子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认为它可能是是一个来自小亚细亚语言的借用词。

šn bnrt（“海枣树的毛”）及其科普特语词形senbeni/sbbeni与σεβένιονsebénion（2）（“海枣树的纤维”）之间明显的词源关系，已被19世纪早期的雅布隆斯基和19世纪80年代的维德曼发现。
(46)

 弗里斯克没有收录sebénion，并且尚特莱纳未曾提及它的词源。

Ḫзnnt（“海枣树的种类”）和晚期埃及语ḫзnn（“谷粒”）为希腊语κάρυον（5）（“坚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曾发现该词的任何词源。后一词源没有引起波科尔尼的重视，他试图将该希腊词的词源追溯到*qar（“坚硬的”）。

在Σέσελι和σίλι（“埃及的典型树木”）这个问题上，尚特莱纳论证，该植物是埃及的，但是该词语则是“外来的”。不过，他没有将两个词放在一起探讨。尽管srd和ssrd（“植树”）之间的语义存在着距离，但它们很般配。

Σταϕυλή/（H）（“葡萄串”）来自一个商贩的货摊，“选择、挑选、优秀的”从源头上看来自埃及语stp（“选定、选择、挑选、上等的、优秀的”）。这一动词由一个使役词素s——做——和tp（“头”或“最好的”）构成。
(47)

 这个传入希腊语中的借用词的语音问题是，科普特语词形sōtp（S）和sotp（B）中的元音位于第一个和第二个辅音之间。词尾-ylē也令人莫名其妙。尽管如此，认为存在着一个词形的观点，因希腊语中存在着大量类似结构的词形并且语义与“选择、最好的”相关联，而变得可信。所有这些词都缺乏印欧语词源。

Staphulē本身不仅仅指葡萄串。荷马用该词表示“水平、标准”，这一用法使得以上提出的词源变得更可能。
(48)

 此外，尚特莱纳也承认，将staphylē视为一个借用词是“最容易的”处理办法。他认为Α᾽σταϕίς（ὀσταϕίς）和变体词形᾿σταϕίς（“葡萄干”）与staphylē相关。这些变体词形本身表明它们是借用词。Στέϕο（H）指的是“花环、荣誉、冠冕”，它的扩大词形是στέϕανος，στέμμα（H） ［（神圣的）“花环”］是关联词。尚特莱纳认为这些词汇之间的语义联系像一个“环行线路”，但他没有对它做出解释。将这一词义视为次要词义是合理的。

最后是στι̑ϕος（6）［“一群（被挑选出来的？）人，经常指的是军人，紧靠在一起”］和στιϕρός（5）（“牢固而又强壮”）。尚特莱纳将它们与波罗的—斯拉夫语词根stieb（“船桅、支柱、棍棒”）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其他词群未被解释，似乎选择一个亚非语词源更为合理。

Qwqw（“埃及棕榈坚果”）有两个希腊语派生词。第一个是κου̑κι（1CE）（“埃及棕榈坚果”），它被所有的权威专家认可，甚至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承认它可能是一个来自埃及语的借用词。
(49)

 第二个可能的派生词是κόκκος（5）（“谷粒、谷物、石榴籽”），弗里斯克认为它是一个“来自地中海语言的借用词”，尚特莱纳认为它词源待考。

词汇kзm（w）（“葡萄园、葡萄采摘、葡萄酒商人”）和kзny（“葡萄酒商人”）已在第八章中进行了充分讨论。
(50)

 关于埃及的葡萄种植和酿酒，参见让·阿尼（Jean Hani）的概述。
(51)



希罗多德明确叙述，表示蓖麻油的埃及语名称是kiki。
(52)

 尽管这种植物油的准确含义必定存在着辩难，但是认为埃及语词汇kзkз指的就是这种植物油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
(53)

 这些学者中没有任何人将该词和κηκίς（“渗液”）与它的动词κηκίω（H）（“渗”）联系在一起。该词形用于表示树脂、血液、牺牲的油脂等等。不过，将这些词形追溯到黏稠的、油腻的蓖麻油那里似乎是恰当的。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为它们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词源。

埃及语dзbw［“无花果、叶子（总称）”］和晚期埃及语ḏbзw（“叶子”）共同为θρίον（4）（“无花果叶子”）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词中-b-或词尾-b的弱化，已在第九章探讨。
(54)

 尚特莱纳质疑波科尔尼为thríon提出的印欧语词源。弗里斯克认为它是“地中海语言”。在第十章中，我提出了terébinthos来自*dзb nṯr（“圣无花果”）的词源解释。
(55)

 由于流音换位，ḏbзw（“叶子”）也为τύβαρις（“一种多利亚凉拌菜”）提供了一个词源。此处唯一的问题是，由于辅音/з/的存在，这个借用词必然是一个早期借用词，然而几乎所有来自埃及语的多利亚语借用词显然都是在公元前1千纪形成的。

埃及词汇dqrw指的是“果实”，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没有为该词找到任何亚非语词根。不过，作为一个同源词或借用词，它明显与闪米特语√dql有关联。大卫·科恩认为它含有“劣等枣”的词义，将它与表示劣等的埃塞俄比亚语词形联系在一起。不过，许多学者将阿拉伯语词汇daqal解释为“上等枣”。
(56)

 无论如何，它与枣子的联系是没有人质疑的。在19世纪，拉加德和莱维基于阿拉姆语词汇diqlå和后《圣经》segholate词形deqel，提出了一个重构词形*daql。他们将*daql视为希腊语词汇δάκτυλος（4）（“枣子的种类”）的一个特殊词义的词源。
(57)

 玛斯—阿诺特对这个解释提出质疑，但没有提出一个替换词源。
(58)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同这个闪米特语词源，但是他们相信这一词形受到了dáktylos的影响，它的通常词义是“手指”。弗里斯克指出：“这一通俗变化语是根据海枣树枝叶与伸展开的手指之间的相似性构建的。”我认为这一相似性与一串串海枣本身更接近。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没有给dáktylos（“手指”）提供任何词源。他们不接受波科尔尼将它和哥特语tekan（“接触”）或古冰岛语taka（“拿”）联系在一起的尝试。
(59)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可以合情合理地问dáktyloi（“枣子”）是否是dáktyloi（“手指”）的词源，后者缺少一个词源，而前者存在着一个可能的词源。果实词群和手指词群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可以在英语中香蕉“串”（“hand”）里看到。此外，表面上荒谬的“俚语”词源的确存在。例如，σαρκοϕάγος不存在一个比“吃生肉者”更可能的起源。晚期拉丁语testa（“瓦片”）取代caput（“头”），并且equus（“马”）被俚语caballus取代。如索尔·莱文所证明的那样，该词源于迦南语gåmål（“骆驼”）。
(60)

 埃尔努和梅耶认为，拉丁语camēlus来自希腊语κάμηλος。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引用罗马语法学家瓦罗的观点，认为该词是从叙利亚传到拉丁姆（Latium）的。
(61)

 Caballus中的/a/使它更有可能是直接从迦南语方言（或许是布匿语）而非从kámēlos演化而来的。总之，*daql-dáktyloi（“枣子”）很可能是dáktyloi（“手指”）的词源。

尚特莱纳用第三部分内容专门探讨达克提洛伊人（Dáktyloi）。这些人，有时候是巨人，有时候是小矮人，他们因力量巨大和精通锻造而著名。尚特莱纳认为这些Dáktylo与该词的词义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显著的是，他们的确与Ἴδα有关联，Ἴδα是两个高耸的山脉所共有的名称，一个在克里特，另一个在特洛亚德。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认为它是一个“没有词源的前希腊语词汇”。正如阿斯特证明的那样，它的词源可能是闪米特语√yd，即阿卡德语中的idu、希伯来语中的yåd和阿拉姆语中的yədå。它的基本词义是“手”，但在迦南语中也能指“纪念碑、勃起的阴茎、力量”，它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山脉名称的词源。考虑到克里特岛存在着许多的闪米特语地理名称，可以断定√yd为Ida（伊达山）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
(62)

 自然而然，来自“手”的词语演变因附属的Dáktyloi（“手指”）出现在两座伊达山周围而变得非常可信。

耕种

尽管希腊农业能够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可能与尼罗河流域的农业同样古老，但是希腊语关于农作物和耕地的许多词汇可能来自埃及语，并不令人惊奇。本文此处列举的许多例子事实上与尼罗河三角洲丰产的野生农业和驯化农业有关联。这个语义场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借用语的原因明显有：首先，至少从铁器时代晚期起埃及便被视为东地中海世界的“粮仓”；其次，这一节中的许多词汇具有宗教意义，因此属于埃及宗教在希腊文化形成中所扮演角色的背景词汇。

埃及语词根√зḫ有许多词义，几乎所有的词形都是原级词汇。
(63)

 根据不同的词形，它可以指“泛滥期、纸草、灌木丛、耕地”。这一双重词义与λάχεια符合，该词用于描述在《奥德赛》中发现的一座无人居住而又多树的、灌溉良好的、潜在富庶的岛屿的词汇。
(64)

 此外，зḫ还为希腊语中关于“种植蔬菜”的词群λαχαίνω（H）提供一个合理的词源，否则它将无法解释。在第二十一章中，我对希腊语中来自相关的埃及语词根wзg和wзḏ（“生长、膨胀、节日”）的衍生词进行了一般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我只乐意探讨一个例子，即词汇ὀργάς（5）（“灌溉良好的土地，经常被视为神圣的”）。Orgás是埃琉西斯神谕中心附近的一块狭长的土地，埃琉西斯与埃及有着密切联系。
(65)

 此外，Orgás还作为拉里亚平原（Rharian Plain）之名使用，这片土地以肥沃而著名，被视为得墨忒耳耕种的第一块土地。
(66)

 随着珀耳塞福涅被迫下入冥府，大地也会随之出现不毛和丰收的交替。
(67)

 词汇Rharian明显有一个埃及语词源，因为词中有一个зḫзḫ，它是对зḫ（“长得绿油油”）的双写。

зḫзḫ也为λάχνη（H）（“新的生长”）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毛发、羊毛”，也用来描述“新长出的叶子”。尚特莱纳支持本维尼斯特构想一个假定词根[image: ]
 ，将lákhnē和表示“毛皮”或“毛发”的斯拉夫语和伊朗语词汇varɘsa和vlasú联系在一起。波科尔尼构想了一个词根[image: ]
 （“羊毛、毛发”），它有两个衍生分支：一个是带有词尾咽喉音的词汇，lákhnē属于这一支；另外一个带有词尾齿音，wald日耳曼语属于这一支。根据波科尔尼的观点，λάσιος（H）（“有毛的、毛茸茸的、多叶的”）符合这一种类。
(68)

 由于最初的[image: ]
 “w”在任何带有词干lakh-或las-的希腊语词汇中不见踪迹，所以更为简单的做法是假定两个来自古埃及语的借用语。第一个应该是在该符号是一个小舌音/ḫ/时出现，第二个应该是在该符号与/š/合并时出现。这一构想中存在的问题是，/з/一般被假定在/ḫ/与/š/合并之前数个世纪便已经失去了它的辅音值。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两个词群之间的语言类似必定是巧合的结果，lás-词群不可能由埃及语演变而来。因此，这个词群仍然没有被解释。无论如何，зḫ仍然是lakh的被否定最少的词源。

1953年，P．V.耶恩斯泰特（P．V．Jernstedt）提出，希腊语ἐρυσῑ̛βη（“铜绿、植物里的锈菌”）来自科普特语ersēbe（“植物里的锈菌”）。
(69)

 切尔尼和维奇赫尔在他们的词典中述及了这一提议。尚特莱纳认为它与印欧语词根*rudhso（“红色”）有关联，尽管他困惑于罕见后缀-be。
(70)



埃及语rnpwt（“草本植物、蔬菜”），它的世俗体词形为rpy，科普特语词形为（e）rpō，为ῥάϕανος（3）（ῥάϕυς、ῥάπυς）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词源。该词是表示“卷心菜、小萝卜”的阿提卡方言词汇。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论证，其他印欧语中的类似词汇可能源于希腊语。因此，rháphanos不会来自一个印欧语词根。

šspt（“黄瓜”），在晚期埃及语中也写作sšpt，为希腊语词汇[image: ]
 （4）（“水田芥”）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没有给出该词的词源。

中期埃及语qзbt表示“（男人或女人）的乳房”。在晚期埃及语中，它指的是“乳房”或更准确地指“乳头”。希腊语κύαμος（H）的词义是“豆子”，κύαμοςΑἰγύπτιος指的是“粉红色的睡莲”。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它也指“青春期时变大的乳头”。
(71)

 豆子和乳头之间的类似性很可能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禁食豆子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这一禁忌解释道：“因为它们像男性生殖器。”
(72)

 尚特莱纳倾向于接受传统观点，认为kúamos是一个借用词，尽管他也考虑了弗里斯克的观点，弗里斯克认为它来自动词κυέω（“怀孕、膨胀”）。尚特赖纳的观点混合了印欧语词源和埃及语词源。

原始亚非语明显有一个词根*qw
 ad，可见于南库希特语和乍得语，意为“葫芦”。
(73)

 由此发展出了表示“罐”的乍得语和埃及语词汇，在埃及语中为qd。在埃及语中，该词根向着两个方向演变。一方面，动词“制陶罐”（在科普特语中为kōt）引申为“形成、建造、创造”并进而引申为“创造物、大自然”。另一方面，用陶轮制作陶罐、围绕着罐子转圈以及后来的旋转投射，是qd、qdi：：kto、kato、kōt e（S）和kōt i（B），并且逐渐指“到处走动、环绕、圆周”。后一种词义在传入希腊语的借用词中得到了反映。Κώδων（5）指的是“喇叭的吹口”以及“用于表示检阅巡视”的喇叭。尚特莱纳将该词和κώδυια（4）（“尼罗河流域的果实、睡莲”）以及（“埃及豆子”）和κώδεια（H）（“大葱、洋葱或罂粟球茎”）联系在一起。大葱作为轮子的形象也出现在其他表示“大葱”的词汇里：ἄγλις（4）和γέλγις（4）。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也未能为这些词汇找到一个词源。它们似乎来自西闪米特语gilgål，即galgal，指的是“轮子、圆、球”。

谷物

考虑到埃及粮食对爱琴海世界的重要性，毋庸惊奇于在这个语义场发现许多具有可能的埃及语词源的希腊语词汇。

ἀθήρ（“小麦的尖穗”）、ἀθάρη（“小麦粉熬成的汤”）来自nṯr，它们没有印欧语词源，这些问题已在第十章中探讨。
(74)

 Α᾽θάρη也将在本章中稍后提及。

ἰmз（“和蔼和仁慈”）似乎是希腊语ἀμαλός（H）（“脆弱的、虚弱的”）的同义词。作为“很乐意的、（来自女神的）仁慈的”的imз和哈索尔的一个求显灵词
*

 imзyt，也为希腊语ἱμαλιά（“谷物丰收”）即得墨忒耳的一个描述词提供了一个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对得墨忒耳这个描述词做出词源解释。”Αμαρία和᾽Αμάριος是阿卡亚人用于祈求雅典娜和宙斯显灵的词语，它们有多种词形，如ʽομάριον，这表明它们是借用词。不过，尚特莱纳认同了那些武断地将Αμαρία和᾽Αμάριος与᾽αμαρτης（H）和ʽαμαρτέω（“参加、使在一起”）联系在一起的学者的观点，他们根据̔αμα+̕αραρίσκω来构建这一观点，该组合被认为是̕αρθμός（“连接、联合、友谊”）的词源。相较于̔αμαρτης和̔αμαρτέω起源于埃及语smз（“统一”）、smзt（“联合”）和smзyt（“协会、同盟”）的词源分析而言，这一难以置信的关联显然更不太可能。如果在/з/仍有辅音值并且希腊语词首尚未发生s＞h转变之前发生了语言借用的话，后一种词源分析将合乎事实。
(75)



在第一卷中的一个注释里，我分析了希腊语词汇ἐτεόκριθος（“真正的大麦”）有可能部分是对埃及语短语ἰt mἰt（“真正的大麦”）的借用，部分是对它的转写。
(76)

 希腊语κρῑθή（“大麦”）、χι̑δρον（“新收获的谷物”）和κάχρυς（“被烧烤的大麦”）来自埃及语šrt（“某种谷物”）、šrit（“大麦”）的词源分析，已在第八章中提及。
(77)



埃及语词汇‛wзy和不同的义符连写时，有两个不同但又相关的词义：“收获”和“抢夺、劫掠”。希腊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派生词。尚特莱纳解释[image: ]
 （H）的第三个词条是“毁坏者”，它是阿瑞斯（Ares）的一个描述词。不知为何，他认为该词和ὄλλῡμι（H）（“失去、毁坏、消亡”）有关。并且，他认为该词是基于词根*ol构成的，但是又认为它和希腊语以外的词语没有联系。尽管关于双/l/存在着疑难，但是这两个词汇完全可以解释为来自‛wзy的两个独立的借用词。它们之间的联系因尚特莱纳解释[image: ]
 的第四个词条而变得更为紧密：两个词汇都表示“捆”和一首纪念丰饶女神得墨忒耳的圣诗。尚特莱纳将它和ἰουλός（H）（“头等羽绒、柳絮、一捆谷物”）与ἰουλώ或Οὐλώ即谷物女神得墨忒耳联系在一起。关于毁灭和收获的成双词的类似词汇可见于‛wзy和oulos，这就在事实上肯定了希腊语词群来自埃及语词群。弗里斯克和博伊萨克试图将oulos和ioulos与[image: ]
 （“羊毛”）联系在一起，尚特莱纳接受了他们的做法。来自这一词根的腐蚀，可能影响到了“头等羽绒”或“柳絮”的词义，但几乎没有对“捆”造成影响。

尚特莱纳为ἀκτή（H）列出了两个词条。第一个是险峻的山坡。他认为它源于一个词义广泛的原始印欧语假设词根ἀκ的一个特殊词义。解释aktē的第二个词条是该词用于习惯用语Δημήτεροςἀκτήν中，与得墨忒耳崇拜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指的是谷物或大麦的“面粉”。不过，在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Works and Days
 ）中，它与得墨忒耳联系在一起，表示扬场（winnowing）和打谷场。
(78)

 对于尚特莱纳而言，aktē的这一词义的起源未知。如果考虑到埃及语词汇ḫtyw，这个词的两个词义变得可以调和了。ḫtyw的基本词义是“平台”。与义符[image: ]
 （O40）连写时，它表示“阶梯状的山坡”，如西奈（Sinai）和黎巴嫩的山坡。此外，它还指“打谷场”。

尽管这些希腊语词汇有许多不同的词义，但是στάχυς（4）的含义甚至更多：“谷穗、植物、一种植物的芽苗、星星、缠在腹部的绷带”。菲克、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将它和印欧语词根*stengh（“锋利的、螫刺”）联系在一起。这个词根无法解释所有词义，而埃及语词源šdwḫ/ḫw却能做到。该词的基本词义是“保存（尸体）不腐”。它应用于霍伊阿克（Khoiak）月
*

 奥西里斯象征葬礼的仪式上。在第十八王朝，它指的是“一种埃及习俗，即为奥西里斯做一个从装满谷物的亚麻袋子里出来的木乃伊像。如果浇上水，谷物通过袋子的孔眼发芽以至被理解为这个神在生长。”
(79)



σίτος sito（“小麦”），要么由埃及语swt演变而来，要么由闪米特语zid（“小麦”）演变而来，要么由两者演变而来。这一问题已在第二卷探讨。
(80)



牲畜

古希腊的大部分家畜都有印欧语名称。不过，有许多补充的名称却不能通过印欧语加以解释。这些“额外”的词汇中，大部分可能解释为来自埃及语或闪米特语。

尽管没有被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作为亚非语词根收录，但是围绕着埃及语三字母结构ἰbз的确存在着一个有趣的义丛。

双字母埃及语ἰb即义符[image: ]
 （E8*），属于表示“小孩子”的词根，它可见于贝沙语和西乍得语。
(81)

 “活泼的”这一词义明显存在于扩写词汇ἰbз（“舞蹈”）和与名义后缀-w连写的词汇ἰbзw“巴巴里绵羊”（ barbary sheep）里。与一个医学义符连写，ἰbз被认为是“鸦片酊”（laudanum）。
(82)



作为山羊，ἰbзw显然反映在希腊语ἀιπόλος（H）（“山羊”）
(83)

 和ἔπερος（6）（“公羊”）里。尚特莱纳将第一个词解释为αἴξ，即αἰγός（“山羊”）丢掉了词尾-g和一个稍微令人费解的后缀，éperos被解释为[image: ]
 （“运送羊毛的人”）。

ἰbз（“舞蹈”）也显然是ἠπίαλος（6）（“颤抖、发烧”）的词源。尽管带着些许怀疑，尚特莱纳还是认为ἤπιος（“甜蜜的、温和的”）可以追溯到该词。因此，也就出现了“温和的发热”！ἰbз也为后缀-μβος提供了一个词源。该后缀可见于ἴαμβος（“诗文、讽刺”）和᾽Ιάμβη（那个使得墨忒耳发笑的人）。尚特莱纳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借用词。ἴθυμβος、δῑθύραμβος和θρίαμβος——所有这些歌曲和舞蹈都在狄奥尼索斯崇拜仪式上表演。尚特莱纳认为它们都与íambos有关，但他未给íambos提供任何词源。

另外，ἰbз或ἰbr以及与义符[image: ]
 （M2）连写的晚期埃及语ybr（“植物、不知名的药物”），出现在希腊语词汇[image: ]
 （4）中，表示“有毒且醉人的禾木草本植物”“毒麦”，它能够使人疯狂地跳舞。拉丁语ēbrius意为“喝醉的”，埃尔努和梅耶未能为它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词源，它似乎可以追溯到ybr。拉丁语俗语ebriaca和法语ivraie保存了“麦角症”或“毒麦”等原始词义。Ivraie也为英语ivy（“常春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常春藤被认为具有同样的功效。来自20世纪40年代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段歌词：“并且小羊羔们吃常春藤，小孩子也要吃常春藤，你不吃吗？”带我们绕了一大圈。
(84)



埃及语ἰdr是一个一般集合名词：一“群”牲口或大象、鹅“群”。尽管>
 aleph和‛ayin甚或ǵayin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个词很可能与希伯来语‛ēder和阿拉姆语‛adrå（“畜群、牧群”）有关联。
(85)

 希腊语ἀθρόος（H）（“人群、拥挤的、集会”）不存在一个可能的印欧语词源。有学者认为它属于一个词汇家族，这个词汇家族唯一的另一个成员是梵语词汇sadhry-añc-（“统一的”），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对此表示怀疑。
(86)

 不管是闪米特语词源还是埃及语词源，都不更可取。尽管闪米特语词源在语音上更为接近，但是，埃及语短语kyἰdr（“另外一个畜群”）被中王国时期的（虚构的或真实的）“派系”人物西努赫（Sinohe）使用，指自身是一个身处叙利亚的埃及人，希腊语ἀλλόθροος（“说另一种语言的”）与它之间存在着一个直译词，这暗示了它与埃及语词源之间的某种联系。
(87)



和英语中的情况一样，希腊语中也有许多表示猪的词汇。ὑς和συ̑ς可能——如尚特莱纳所暗示的那样——是从一个保留词首s-的印欧语词汇借用而来的。尽管古代埃及人嫌弃猪，但是其他很多类似的希腊语词汇很可能来自埃及语。

Rri（“猪”），科普特语写作rir，以及其变体raare和raire，它为亚历山大文献中的词汇（the Alexandrian term）ἔρραος（2）（“公猪、公羊”）提供了一个词源。根据古代词典编纂学者赫西基奥斯的观点，῎Ερρος是宙斯的一个描述词。

在第八章中，我讨论了埃及语发音/š/（最初是/ḫ/）和希腊语发音/kh/之间的诸多类似。鉴于这些类似和/з/与/r/l/之间的类似，埃及语šз（“猪”）很有可能是希腊语χοι̑ρος（H）的词源。
(88)

 根据弗里斯克的观点，该词不存在一个“不招人反驳的”词源。他提到了两个相互排斥的假设词源。一个是词根*ghor-yo（“毛发短硬的或多毛的兽类”）。另一个是亚美尼亚语ger（“肥胖”）。由于对字首的怀疑，尚特莱纳认为第一个词源更可取。波科尔尼提出了词根*ĝhers，他和弗里斯克都没有将这些词汇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gríss（“幼猪”）联系在一起。
(89)

 不过，尚特莱纳未能给σίαλοςsia2
 ro（“肥猪”）找到一个词源，该词很有可能是一个来自šз的晚期借用词。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再一次证明希腊语s＞h的转变早于埃及语/з/失掉它的辅音值。

在第八章中，我讨论了希腊语ethnos来自埃及语ṯnἰ/w（“统计、清点人群和畜群的数目”）的词源分析。
(90)

 它为[image: ]
 （5）（“欣欣向荣的畜群”）主体成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在稍微犹豫之后，尚特莱纳重构了一个原始印欧语词根*dhe，他认为该词根存在于拉丁语fēnus（“资本利息”）中，因为最初之时财富是用牲口来衡量的。埃尔努和梅耶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

至于sз（“牲口的绳索套”）、σειρά（“绳、套索、线”），尚特莱纳怀疑所有假设的印欧语词源。

鸟禽

与鸟禽相关的词形的例证相对较少，但它们的确存在，证明这个语义场中出现的埃及语词汇是那些来自印欧语的希腊语词汇的补充。

首先是*‛qw（“鸬鹚”），它为καύαξ（H）（“海鸟”）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信的词源。-ax是表示动物和鸟禽的标准后缀，例如可见于ἱέραξ（“鹰”）。

在第九章中，我讨论了希腊语αὐχήν（“人类或动物的脖子”）和αὐχενίζω（“砍掉牺牲的脖子”）是来自wšn（“扭断家禽的脖子”）的借用词。在同一章中，我还讨论了*pзsзb（“有斑点的、多彩的鸟羽”）是ψάρ（H）（“椋鸟、有斑点的”）的词源。
(91)



*pVr（“跳跃、飞翔”）是一个常见的亚非语词根。
(92)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也提出了一个词根*pa‛ur［“鸽子”（dove）］，他们在西乍得语和中乍得语找到了例证。并且，他们也将埃及语p‛rt包括在内。
(93)

 尽管p‛rt最早是在晚期埃及语中得到证实的，但是这些乍得语同源词证明它的出现必定早于这个年代。它的科普特语词形是pēre（S）和pēri（B）。据此，维奇赫尔重构了一个词形*peз‛et或*per‛et（“鹌鹑、鸽子”）。这些词为希腊语πέλεια（H）［“鸽子”（pigeon）］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认为这个词来自鸟的颜色πελιός、πελιδνός和πολιός。
(94)

 这些词汇代表的实际颜色是什么，尚不确定。它们似乎包含有“灰色”“米白色”和“蓝色”。如尚特莱纳所暗示的那样，这些词汇极适合用于鸽子或鹌鹑。除了认为这三种表示颜色的词汇相关外，他没有给它们提供任何词源。总之，这些表示颜色的词语更有可能源于这些鸟，而非表示这些鸟的词汇来自这些颜色；并且péleia和παλεύω（5）［“作为一个诱捕（鸟）的圈套使用”］一样，来自埃及语p‛rt。

科普特语词汇papoi（“小鸟、小鸡、母鸡”）在世俗体中有一个前身拼写ppy（“幼鸟”）。这个词汇为希腊语ϕάψ-παβός（5）（“鸽子”）提供了一个词源。字首的不确定暗示它是一个借用词。尚特莱纳认为pháps-pabós是ϕάσσᾳϕάττα的一个变体，词义大致相同，只是在发音上相距太远。如我在第五章讨论的那样，交替拼写-ss-/-tt-经常是闪米特语字母tsadeh的一个标记。
(95)

 既然这样，那么就存在着一个后圣经（post-biblical）希伯来语词汇patshån“雀科鸟类”，它来自《圣经》词语√ptsh（“爆发”），即突然的射击或歌唱。因此，pháps/pabós和phássáphássa来自两个不同的亚非语言的不同的词根。

Mз‛[image: ]
 （H1）（“针尾鸭”）为[image: ]
 （4）（“非洲珍珠鸡”）中的第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猜想它是一个借用词。

Hзw是一个种类未确定的野禽。希腊语οὐρία（2）指的是一种鸭子。尚特莱纳描述这个词的词源为“模糊不清”。

埃及的土地神Gb（b）和gb（“鹅”）是同一个词汇。在希腊化时代，Gbb被翻译进希腊语为Κη̑β。因此，Gbb为κέπϕος（4）（“笨鸟”），也许是海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对该词的辅音重复（gemination）感兴趣，却没有为该词提供一个词源。

中期和晚期埃及语词汇gmt（“黑色的朱鹭”）词义发生转变后成为世俗体中的kymy和科普特语çaime（“母鸡”）。切尔尼、维奇赫尔和里德尔以及斯科特都接受，它是希腊语καίμιον（4CE）（“鸡”）的词源。
(96)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未给该词列出一个词条。

Ṯrp“可食用的鸟”为θραυπίς（4）（“小鸟”）提供了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并未给出任何词源。

器具和器皿

这一节中大量的词语例证暗示，埃及农业新技术引入希腊，或这一地区的埃及语词汇增添到了既有的本土词汇里或者将它们完全取代。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假设了一个亚非语词根*wurVm（“屋顶”）。他们根据西乍得语词形*wurVm（“覆盖物、茅草屋顶”）和埃及语wrmwt（“凉棚、屋顶盖法”）构建的这一词根。
(97)

 该词的义符是一个坡度陡峭的高尖屋顶，它没有被加德纳收录。维奇赫尔认为科普特语ualme或uolme（“用于出租的物品”）来自wlm。一些重要的希腊语借用词明显来自它。不过，在讨论这些词汇之前，我们必须分析两个农业术语。第一个是ὠλέν（η）（3）（“用于捆绑或覆盖砖块的席子或遮盖物”）。［请勿将该词与ὠλέν（η）（“肘”）混淆在一起，后者有明显的印欧语词源。］第二个词汇是ὄλινοι，一个表示“一束大麦”的塞浦路斯方言词汇。

在第八章中，我考查并给出了一些可能的词源例证，在演变过程中，埃及语/m/在希腊语中被转写为/ph/。
(98)

 希腊语ὄροϕος（H）指的是“屋顶、由芦苇制成的”，ὀροϕή（H）指的是“屋顶”。这些词汇都与动词ἐρέϕω（5）（“盖顶”）有关联。此处存在着一个与wrm具有相同词义的词汇和较早被证明的名词的发音。

现在，我们来分析内容更广泛的词汇：多利亚方言οὐρανός、ὠρανός以及莱斯博斯方言ὄρανος指的是天穹，它被视为由铜、铁或水晶制成。天空的人格化是神王Οὐρανός（乌拉诺斯），该词便源于此。亚里士多德将ouranós用作“拱顶”来描述口腔里的软腭，或者“帐篷”或“亭阁”。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基于牢靠的语音原因，否定了将ouranós和梵语词汇Varuna（伐楼那）联系在一起，伐楼那是早期印度神话中的天空之神。如果语言借用中的语音限制不及语言遗传关系中的严格，那么wrmwt将会提供一个更有可能的词源。
(99)



῎Ολυμπος（H）和Οὔλυμπος是希腊若干山脉的名称，最著名的是色萨利的那座山，它被认为是诸神的家园。尚特莱纳认为，作为一个词源，它只可能是一个表示“山脉”的皮拉斯基语词汇。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如马丁·尼尔松所发现的那样，它与Ouranós存在着类似性，奥林匹斯山经常是成对的，这为它更有可能来自wrmwt提供了一个理由。
(100)

 在《伊利亚特》的一段文字中，两者被做了对比：乌拉诺斯山处于宙斯的统治领域；奥林匹斯山是中立领域的一部分。
(101)

 不过，在其他地方，两座山作为类似物出现。例如，在《伊利亚特》第1卷中，雅典娜“从天上”（οὐρανόθεν）来拜访阿喀琉斯，又在25行之后返回奥林匹斯（οὐλυμπόνδε）。仍是在这一卷稍后部分，忒提斯进入μέγανοὔλυμπόνοὔλυμπόν，这指的是同一个地方。
(102)

 在《奥德赛》第15卷，在同一段中，宙斯从这两个山顶发出霹雳。
(103)

 同样的并排出现的现象也发生在一些咒语中。最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
 ）中提到῎Ολυμποςἀπείρων（“无边无际的奥林匹斯山”）。大部分翻译者都忽略了这一行，因为它提及了奥林匹斯山，尤其是因为它还包含有其他难题。不过，意大利学者塞尔瓦多·加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将Olympos翻译成cielo（“天堂”），这样就增加了ólympos和ouranós之间的模糊语义。
(104)



根据加德纳的观点，埃及语sз与义符[image: ]
 （V17）连写时，表示“用纸草搭建的圆筒状的牧人躲避所”；与义符[image: ]
 （V16）连写时，无疑表示“绳索套”。它的词义是“防护物、护身符”。假设的词汇*pз sз为B类线形文字中的ψάλιον和ψαλόνpasaro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这些词的词义不确定，但它们包含有“边石、马的锁链、马具和开口的U型环状物”。由此，该词汇引申为“拱门”和“拱顶和排水沟”。第一个义符似乎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ψαλίς（2CE）。佩尔皮尤将这个象形文字符号描述为“剪刀，由一个单叶片弯曲成U型”。弗里斯克和佩尔皮尤都没有为该词群找到一个确信的词源。

希腊语πίθος（“大酒罐”）起源于*pз tḫ（“啤酒壶”），已在第九章探讨。
(105)



1967年，康斯坦丁·达尼埃尔提出，[image: ]
 （3）（“一种杯子”）来自埃及语mn即mni（“罐子、啤酒的量器”），它后来的拼写为mnt。
(106)

 另外有一个可能的借用词是ἀμνίον（H）（“盛牺牲血液的瓶子”）。尚特莱纳拒绝任何与ἀμνός（5）（“羊羔”）的联系，并且他没有为amníon提供任何词源。为了避免字首出现两个辅音，就在字首前边增添元音，这一问题已在第五章中探讨。
(107)

 另外一个来自mn-的借用语是μώϊον（2）（“盒子、罐子”）。这个词中的omega，表明这个词发生借用的时间要晚于[image: ]
 ，而不是早于埃及语ā＞ō的转变。
(108)



μέλη（“一种杯子”）源于mr，已在第十章探讨。
(109)



Mr（“牛奶罐”），它的科普特语词形为maris，为希腊语μάρις（4）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词源，μάρις（4）是能够装六κοτύλαι的液体量器。

一个可能但是假定的词形*r-qn（i）（“席子、篮筐”）为λίκνον（H）（“簸箕、摇篮”）提供了一个词源。波科尔尼基于νει̑κλον和νίκλον的换位，将它和立陶宛语niekóju（“扬簸”）联系在一起，尚特莱纳接受了他的观点。这两个词或者其中的一个为líknon提供了可能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将líknon归入λικμάω（H）（“扬簸、摧毁”）目下。在中期埃及语中，词汇qmзw暂时被解释为“扬谷者/器”，该词带有一个人称后缀-w。这一解释是基于上下文和埃及语常见词汇qmз“芦苇”，以及像席子、篮筐等由芦苇制成的器物。这个问题已在本章讨论过。
(110)

 因此，假设一个科普特语词形*ἰrἰqmз*rɘ-kam（“扬簸”），将它视为likmáo-的词源，这种做法将是合情合理的。

νέμω（“游牧生活、田园生活、分配或分派牧场”）起源于埃及语nmἰ（“旅行”）和nmἰw（“贝督因人、牧民”），已在第十二章谈论过。
(111)



埃及语复数词形ḫ‛w有广泛的词义，它指“武器”“葬礼器具”“船舶器具”“器具”，等等。它们都可以归于装备名下。在晚期埃及语中，该词形被证实具有“篮筐、水桶”的词义。按惯例翻译为/š/和/ḫ/的语音转变符号已在第八章中叙述过。
(112)

 几乎可以肯定，在几个阶段，希腊语族群还会听到它发/sk/的音。希腊语σκευ̑ος（5）和ḫ‛w一样，具有广泛的词义。尚特莱纳概括道：“容器、器皿；尤其是在复数形式σκεύη里，它指房屋里的所有容器、文化、航海、箱子、装备、物体。”

Ḫbbt（“某种罐子”）为σκύϕος（H）（农夫用以盛放牛奶的“罐子、水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词源。尚特莱纳没有提供任何词源。

中期和晚期埃及语ḫnr的词义与克制观念有关，指“监狱、后宫”，也指“缰绳、约束”。在科普特语中，该词的核心词意转变为后宫和婚姻，发音也转变为šeleet（SA）和šelet（B）。根据维奇赫尔的观点，该词在科普特语中的发音不能确定，因为关于该词存在着不同方言之间的内部借用。在弗里斯克看来，希腊语χαλῑνός（H）（“缰绳、锚”）与梵语khalina-（“小块”）有关。不过，尚特莱纳指出，伟大的古印度语词典编纂学者曼弗雷德·迈尔霍费尔（Manfred Mayrhofer）认为该印度语词汇是来自该希腊语的借用词。所以，尚特莱纳认为，khali@nós可能是一个借用词，但它的词源“不能确定”。但是，埃及语词汇ḫnr为它提供了词源。

Sзw（“墙”），即[image: ]
 （Aa18），在晚期埃及语中为sзwy或sзwt（“财产”）；希腊语σιρός（5）（“筒仓、谷仓”）。尚特莱纳解释为“无词源”。Sirós的另一个词源可能来自闪米特语，可见于阿卡德语，为saru，即3600的循环。它在转写进希腊语之后为σάρος或σαρός。这一词语的迦南语词形可能是σωρός（H）（“小麦堆、堆”）［σωρεύω（“堆积”）和σωρει̑α（“等差级数”）］的词源。尚特莱纳没有为这些词汇中的任何一个提供一个词源。

Κάβος（“小麦的量器”）普遍被认为是对希伯来语qab（“容量”）的一个转写。不过，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指出，词汇κάβαισος（“贪食者”）的古老解释——自4世纪以来被证实——为κάβος和[image: ]
 ，这表明前者更为古老。因此，kábos可能来自迦南语词形或埃及语qby（其科普特语词形为kabi或kēbi），qby的词义是“罐子、量器”。
(113)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qrḥt（“尖嘴陶瓷容器或篮筐”）为希腊语κρωσσός（5）（“水罐、骨灰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由于/ss/和反例的存在，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倾向于拒绝将它和爱尔兰语croccan和盎格鲁—撒克逊语crocca视为同源词。他们倾向于认为它来自地中海语言。/ḥ/可以解释该希腊语词汇中的长元音，并且词尾/-t/经常被翻译为希腊语中的咝音/-is/。不过，krōssos源于qrḥt的词源分析只能表述为合理或可能。

κάλαθος来自Qrḥt或krḥt这一更为可信的词源分析将在第十八章中探讨。

亚非语词根*qw
 ad和埃及语qd（“制作、创造、用陶轮制作陶罐、圆周”）已在上文探讨。
(114)

 西闪米特语kad（“水壶、罐子”）在乌加里特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中得到证实。由于kad一般被认为词源未知，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埃及语词源，尽管在两种语言中/q/和/k/之间存在着差异。
(115)

 弗里斯克认为希腊语κάδος来自“地中海语言”，然而，尚特莱纳遵循了伊米莉亚·马森的观点，认为该词是一个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词。
(116)

 它有可能来自闪米特语，但也有可能直接来自埃及语。如果同意kádos有一个闪米特语词源的话，那么尚特莱纳将κηθίς（“花瓶”）及其衍生词κηθάριον（“用于投票表决的瓮”）描述为“没有词源”将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遵循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的观点，认为*kåthis的早期词形是迈锡尼语中的kati。kati也有可能几乎同样被视为kádos的拼写原型。不管怎样，玛利亚—路易萨·迈尔认为，kēthis可能来自闪米特语。
(117)



义符[image: ]
 （V19）通常被相信代表“牲口的绳索套”，但是它也作为其他词义使用：出现在tmз（“席子”）、ẖзr（“麻袋”）以及其他表示编织物和藤条制品的器物名称里。尤其是，它出现在晚期埃及语gзsr（“装牛奶的量器”）中。这个词语为κρησέρα（4）（“筛子或滤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它们在语音上吻合，优于尚特莱纳尝试性地将它和拉丁语cribrum或爱尔兰语criathur（“筛子”）联系在一起。

希腊语τινάσσω（τινάξαι、τινάγμος）（“抖动、扬簸”）源于埃及语*dἰt nqr（“进行筛滤”），已在第九章中探讨。
(118)



早期词形ṯзb（“容器、碗”）——晚期埃及语ṯbw和科普特语jop——为τρύβλιον（5）（“碗、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同意它“没有词源”。不过，存在着另外一个极大的可能，即*tзb是τράμπις（3）（“野蛮人的船”）的词源。这些词典编纂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借用词。

本节探讨的一些埃及语词汇仍然在希腊语中作为实践词汇和具体词汇被使用和起作用：例如，máris（“液体量器”）和khalinós（“缰绳、锚”）。另外一些词汇，诸如埃及语wrmt（“凉棚、帐篷的顶篷”）则在希腊语中由实践词汇提升为抽象词汇和超验词汇，诸如ouranós和Olympos。将两种变化合并来看，会发现埃及文化对希腊社会的许多不同侧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烹饪

彰显埃及影响的词汇尤其集中在烹饪和饮食等文化领域内。

在古王国时期，符号[image: ]
 （w6）用于表示“一种特殊的容器”。它作为义符使用在词汇wḥзt（“大锅”）里。
(119)

 在中王国时期和新王国时期，[image: ]
 （w8）和[image: ]
 （w7）取代了[image: ]
 ，两个符号都指的是“容器”，作为音符/义符зb使用。希腊语指的是λέβης（H）（“大锅、盆”）。弗里斯克想要将它和lopós（“贝壳、果皮/壳”）联系在一起，但又承认它可能是一个外来词。
(120)

 尚特莱纳直率地称其“没有词源”。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λαϕύσσω（H）（“贪婪地吞咽”）起源于印欧语词根*lap'或*lab（“舔、舔舐”）。对贪婪的执着，暗示该词受到了中期埃及语зf‛和晚期埃及语‛fy的影响或腐蚀。这两个词汇都指的是“贪婪、暴饮暴食”。维奇赫尔重构了一个词形*зåf‛或*‛af[y]。前者在语音上与laphýssō极为类似，并且在语义上也与之匹配。

埃及语ἰзm指的是“捆绑献祭”，ἰзm n指的是“献祭给”。希腊语ἔρανος（H）是“一种每个人都带着一份食物参加的宗教宴会”。尚特莱纳认为该词词源“不明”，但暗示它与ἑορτή（H）（“节日”）和ἑορτικός（“在节日上提供的祭品”）有关。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未能给这两个词形找到一个明确的词源。事实上，ḥзwḫt（“特殊的祭品”）或ḥзw-ḥrḫt（“丰富的祭品”）提供了可能的词源。

ἰ‛w（“早饭”）和ἤια（H）（“旅行的饮食”）在语义上极为类似，并且这一词源分析也不存在着语音障碍。尚特莱纳尝试着暗示它与eimi（“走”）之间的联系。

注释者们明确声明，ἕρπις（3）是一个表示“酒”的埃及语词汇。现代的词典编纂学者们为它找到了埃及语词源ἰrp（“酒”）。不过，它们不能解释这个希腊语词汇中的送气音。希腊语中这种矫枉过正（hypercorrection）的另外一个例子可见于ἱερεύς（“祭司”），该词来自与宗教有关的词群，这个词群围绕着双字母ἰз-组合构成。
(121)



另外一个希腊语词汇ἔλπος（6）（“皮囊”）很可能来自ἰrp。女诗人萨福用该词表示盛酒的容器，后来的作家们则将它作为装油的瓶子使用。尚特莱纳将后者作为基本词义，将它与印欧语词根*selp联系在一起，该词根可见于英语“salve”（油膏）。他没有关注送气音的缺失。

在第二卷中，我探讨了῎Ατλας和̓Ατλάντις来自埃及语ἰtrw（“河流、海”）。
(122)

 两个鱼类名称ἔτελι῞（4）和ἰθουλίς（2）似乎来自同一词源，汤普森和尚特莱纳都未能给这两个名称找到词源。

埃及语w‛b（“纯洁的”）已在第九章探讨*pзw‛b/福波斯时提到过。
(123)

 它的两个引申词是带有表示肉的义符的中期埃及语w‛bt（“肉类祭品”）和带有表示房屋的符号的晚期埃及语w‛bt（“厨房”）。词典编纂学者在ὀπτός（H）（“在烤肉扦上烤肉”）上遇到了极大难题。尚特莱纳倾向于接受本维尼斯特的观点，认为它应该与πέσσω（H）（“烹饪、成熟”）有关。这一观点需要一个带有后缀-to的假设词形*（ə2
 ）p-kw
 ，optós的情况便是如此。将w‛bt视为词源，似乎是更简单的办法。一个后来的借用词，可见于[image: ]
 （2CE），一个表示“牛脖子后部”屠宰术语，它在第九章中被提到过。

Péssō、ἕψω（5）（“烹饪、煮”）和ὄψον（H）（“小菜或调味酱汁”）可能源于psἰ和psw。该词在科普特语中的拼写为pise（“烹饪”），置于名词前为pes（t）-，置于后缀前为past。尚特莱纳宣称，hépsō和ópson词源“不明”。

πόρκος（“树枝或藤条编织的捕鱼网”）来自*pз‛rq（“篮筐”），已在第九章探讨。
(124)

 在晚期埃及语中，‛rq也表示“武器罩/套”。它为ὄλλιξ（2）（“木制的饮酒杯”）和ἄρακιν（3）（“盘子”）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

在晚期埃及语中，‛kk表示“被烤过的大块食物”；它可能在世俗体中演变为k‛k‛（“某种糕饼”），在科普特语中演变为词义相同的ča（a）če。无论如何，至少最后两个词形与世俗体动词kk和科普特语čōč（“烤、烘烤”）有关联。
(125)

 切尔尼遵循阿尔弗雷德·维德曼的观点，承认k‛k‛是希腊语κάκεις即κακεις（“面包的一种”）。
(126)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收录这一词条。

‛ḏn（“坩埚、冶炼炉”）为ἔτνος（“黏稠的汤、浓汤”）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没有为该词提供任何解释。

wзἰ（“烧烤？谷物”）为οὐλαι（H）（“放在祭品前头的大麦粒”）提供了可能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同意这个词汇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并且假定了一个字首[image: ]
 F/w/，但没有进一步探讨。

“绿洲”源于wḥзt已在上文提到。
(127)

 不过，它的基本词义是“大锅、罐子”。在这个词义上，它可能是ἠθέω（4）（“过滤”）的一个词源。尚特莱纳考虑去除作为后缀的-θω，忽略送气音的缺乏，进而将它和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中字首为s-且词义为“筛漏”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埃及语词源在语义上更差，在语义上也好不了多少。不过，二世纪的幽默作家阿忒那俄斯出生在埃及的瑙克拉提斯，他宣称ἠθάνιον（3） collander（“一同登陆的人”）衍生为埃及语中一个表示家庭的词语。
(128)

 玛斯—阿诺特尝试着提出，该词词源是埃及语“heti”。
(129)

 当然，该元音未知，并且送气音也存在着小的问题；即便如此，不管是*ḥtἰ（“碗”）还是wḥзt都不能简单地被接受或被否定。不管怎样，考虑到这个印欧语词源有些牵强附会，几乎可以确定ethéō和ethánion来自埃及语。

据推测，Bзkbзk（“一种糕饼”）与pзq（“美味的糕饼或扁平的糕饼”）有关。βάραξ（2）是一种糕饼，尚特莱纳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外来词”。它在阿提卡方言中的变体为βήραξ，在锡拉方言中的变体为πάραξ，这说明它更有可能是一个古老的借用词。

Bзḏ（“罐子”）与βλαδύς（“长颈瓶”）对应得极好。尚特莱纳令人迷惑地将它归到ἀμαλδύνω（“抹掉”）的词条之下，并将它和印欧语词根*mol（“柔软的、柔弱的”）联系在一起。

晚期埃及语br——科普特语bōre、现代埃及语fori、阿拉伯语buri（“胭脂鱼”）——为βωρεύς（一种“埃及人保存的胭脂鱼”）提供了一个确定的词源。汤普森和尚特莱纳都没有对这一词源分析提出质疑。
(130)



词汇[image: ]
 的一个词义是表示一个底部大、顶部细的杯子。尚特莱纳认为，它只是词汇bēssa（“长满树木的山谷或峡谷”）的比喻用法。康斯坦丁·达尼埃尔对阿忒那俄斯的一段文字进行解释，宣称这个名称来自贝斯神的形象。
(131)

 尚特莱纳未能给[image: ]
 （H）的这一基本词义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词源。不过，闪米特语√bṣṣ是一个很好的词源，它可见于希伯来语biṣṣåh（“沼泽”）。

[image: ]
 （“盛放面包的容器”）、πυραμίς（“糕饼”）以及βασυνίας（“提洛岛上用于献祭的一种糕饼”）的埃及语词源都已在第九章探讨。
(132)



带有流音/з/的bḏз［“（平底的？）大罐子”］与πατάνη、西西里方言βατάνη、拉丁语patera或patella（“大的烹饪锅”）极为吻合。尚特莱纳将这一词群视为“地中海语言”。

Pзq也可能是πλίκιον（2CE）（“一种糕饼”）的词源，尚特莱纳未给该词提供任何词源。

Pзt（“用于献祭的糕饼或面包”）为παλάθη（“干果、压进模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放弃了莱维为该词提出的闪米特语词源，倾向于承认paláthe与古高地日耳曼语fado是同源词，我们的“fan”（坯子）便是来自fado。如果这些词汇之间有联系，那么fado也同样有可能是一个借用词。另外一个可能来自pзt的晚期借用语是ϕθοι̑ς［“用于献祭（献祭给诸神）的干酪饼”］。尚特莱纳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借用词。

词典编纂学者赫西基奥斯认为令人费解的词汇[image: ]
 是“古代献给诸神的食物”。过去的学者将它和拉丁语far（“献祭中使用的小麦面粉”）进行对比。它们在语义上极为接近。不过，尚特莱纳认为它们之间的语音演变“极不确定”。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两者都源于pзt以及它的复数词形pзwt（“祭品、糕饼、被烤过的大块食物”）。

在第七章中，我倾向于接受拉丁语panis（“面包”）来自埃及语psn（“一条面包”）的词源分析。
(133)

 但是，我没有提到在阿普利亚使用的西部希腊语和梅塞皮亚语πανός（“面包”）。另外一个来自psn的借用语是[image: ]
 （“饼干”）。尚特莱纳遵循传统的观点，认为paxamâs来自一个生平不详的面包师的名字。相较于埃及语词源而言，这一分析存在的可能性更小。

Mhἰ（“牛奶罐”）、mhἰt（“奶牛”）为ἄμης（“牛奶糕饼”）提供了一个词源。尚特莱纳没有提供词源。

Mgзr（“烘烤或烧烤”）、μαγειρεύω（4）（“烹调肉”），Mgзr最先在晚期埃及语中得到了验证。由于它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并且还存在着交替词mзqw/mqзw，詹姆斯·霍奇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来自闪米特语√qly（“烘烤或烧烤”）的埃及语借用词。
(134)

 不管他的观点是否正确，都没有理由质疑莱德福德的观点；莱德福德认为，考虑到烤肉的准确含义，mgзr应该与mageireúō有关。
(135)

 希腊语词汇中的，表明最有可能的词源演变顺序是闪米特语＞埃及语＞希腊语。拉丁语magirus（“烹饪”）源于希腊语mágeiros。尚特莱纳的结论是“没有确定的词源”。

Nḏз（“用于盛放烤过的大块食物和枣子的量器”）可能是ὀνθυλεύω（4）（“在烹饪时塞满或填满”）的词源。尚特莱纳写道，“这些厨房术语是没有词源的”。

关于ἀθάρη（“面粉烘培盘”）来自nṯr的词源分析，参见第十章。
(136)

 ἄρτος（H）来自埃及语词源rtḥ（“烘焙”），已在第二卷中探讨。
(137)



Hqr（“饥饿”）为[image: ]
 （6）（“多利亚人的晚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对于这个词汇的词源，尚特莱纳只是单纯地宣称“未知”。

另外一个与食物有关的词源可以在动物界找到类似词汇。希腊语ἀλώπηξ（6）或ἀλωπός（“狐狸”）显然有一个可靠的印欧语词源，它与拉脱维亚语lapsa和梵语lopāśa（“豺”）是同源词。不过，这些词汇也有可能是来自希腊语的，它们的词源可能最终追溯到埃及语sзb（“豺”）。变体拼写alōpēx、alōpos以及字首增添元音alpha表明，该词是传入希腊语的借用词。关于这一假设的进一步论证是豺在波罗的海地区极为罕见，并且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alōpēx是埃及狐狸。
(138)

 除此之外，alōpēx还在医药学上使用，被描述为“腰（生殖器）上的肌肉”。这一用法可以被表示为Sзb的义符[image: ]
 （F27）来加以解释。

[image: ]
 （E17）和[image: ]
 这两个义符显然用于表示“豺”和“鬣狗”。
(139)

 虽然sзb的现代标准解释为“豺”，但是它的许多同音同形异义词（homonym）表示为“有斑点的”或“多色的”，这表明它也广泛地用于表示有条纹的或有斑点的鬣狗。

在这个词义上，sзb为希腊语σίλβη（5CE）（“由大麦、芝麻以及罂粟籽做成的饼”）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抛弃了这个观点，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和赫梯语šiluḫa（“某种糕饼”）有关，并且只是把它视为一个借用词。psar［“（多彩的）椋鸟”］源于pзsзb的词源分析已在第九章探讨。
(140)

 该词在某种程度上和赫梯语šiluḫa有关联，但是尚特莱纳抛弃了这种观点，并且只是简单地表述它是一个借用词。

Sзb和*sbз（“鬣狗”）的音位转换，可以解释吃人的、穴居的荒郊野外怪物Σύβαρις（锡巴里斯）。锡巴里斯（Sybaris）被认为与另一个食人怪兽Λάμιᾰ等同。该词来自亚非语词根*labi>
 ，希伯来语låbi>
 （“狮子、野猫”）或埃及语зby（“豹”）都来自亚非语词根*labi>
 （“狮子、野猫、鬣狗”）。
(141)

 因此，许多希腊神话就能解释为起源于非洲凶猛的大型动物。

甚至撒哈拉岩画也表明了对培育双色牲畜的特别青睐。
(142)

 埃及人和克里特人乐于用它们来献祭。Sзb也是一个用于表示社会最上层和高级官员的词汇。

当然，锡巴里斯还是一个城市的名称，它位于南意大利的鲁卡尼亚（Lucania），以奢华闻名。奢华和多样性始终是非常紧密的。ποικίλος（“色彩缤纷的”）也可以被视为sybaris的同源词。因此，更有可能是锡巴里斯这个城市名称源于它的奢华*sbз，而非后者源于前者。

尚特莱纳认为，χαβίτια（3）（“储存蜂蜜的容器？”）是一个“词源模糊的借用词”。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认为它源于阿拉姆语ḫwt<
 *hawita（“水壶”）。
(143)

 这个词本身可能是来自埃及语šwbty（“罐子”）的借用词。在埃及语中发现的这一证明表明，khabítia可能直接源于埃及语；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被它在时间上要求[image: ]
 发作/ḫ/的音消除。不过，σέβις（σεβίτιον）（5CE）（“盒子”）很可能是一个来自šwbty的晚期借用语。

šns（“糕饼或面包”）为希腊语ἀχαίνη（?）［“为泰斯摩福里亚节（Thesmorphoria）烘焙的大面包”］提供了优质的词源。尚特莱纳只是简单地称它“没有词源”。

斯特拉博写道，κάκεις或[image: ]
 是一种埃及面包。
(144)

 在中期埃及语中的‛qw（“面包”）可能会与词形qзqз（“吃”）混淆，后者只是在晚期埃及语中才得到证明。

Qfn作为一个动词，指的是“烘焙”，它同时也是一个名词，指的是“面包”。καπνος（H）指的是“烟、带有烘焙的烟味、温暖”。尚特莱纳认为它和立陶宛语kvepi（“呼吸”）等是同源词。几乎可以肯定，它与κάμινος（5）（“火炉、烤炉”）、[image: ]
 （“在烤炉里烘烤的面包”）和καμινεύς（“烘焙工人”，埃及语中存在着一个词形qfnw“面包师”）有关联。尚特莱纳认为这些希腊语词汇可能是借用词。

晚期埃及语krst，在世俗体中写作klst，指的是“用斯佩耳特小麦（spelt）制成的面包”。所有学者认为，该词是[image: ]
 （5）（“用斯佩耳特小麦制成的面包”）的词源。
(145)



T-ḥḏ（“白面包”），世俗体中写作ḥt，科普特语中写作hat，为θιώτης（2CE）（“一种面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没有做出任何词源假设。

*T-‛qw（n）（“面包、为……准备的大块面包”）为θιαγόνες（2CE）（“为诸神准备的一种面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没有提供任何词源。

晚期埃及语tзḥ（“腌制、浸泡在水中”）显然传入希腊语变成了ταριχεύω（5）（“腌制鱼、放置在盐里”）。希罗多德和其他作家用该词来表示“木乃伊化”
(146)

 。尚特莱纳没有对这个词汇进行解释，但是否定了它和ταρχύω（H）（“当作英雄埋葬”）之间的任何关联。尚特莱纳还拒绝了它和tarikheuō之间的任何关联，因为它们在语音上不匹配，并且在词义上tarkhuō从未用作表示防腐处理。他倾向于认为它来自小亚细亚语言和赫梯语词根tarḫ（“征服者”）。如果都是来自第三种语言，tarikheuō和tarkhuō之间细微的语音差别将会完全消失。至于语义，所有英雄中最大的葬礼是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的葬礼，仪式以往帕特罗克洛斯鼻孔里灌注蜂蜜为起始。
(147)

 埃及法老与希腊英雄之间的类似已在第二卷中探讨，他们之间的类似也减少了tarkhuō和木乃伊化之间的联系障碍。
(148)



Drp（“呈献祭品、提供饭食”）和drpw（“祭品、饭食”）显然是δόρπον（H）（“下午餐、宴会”）和δόλπαι（6CE）（“小糕饼”）的词源。由于流音换位，它们也能够解释δει̑πνον（H）（“主食、宴会”）。尚特莱纳没有为这些词汇中的任何一个提供词源。

Ḏsrt［“烈性浓稠的（红色的？）麦芽酒”］为ζωρός（H）（“酒的醇厚”）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词源。尚特莱纳拒绝先前学者将zōros和梵语jaru（“困难的”）联系在一起的尝试，认为它的词源“未知”。虽然语音上存在着疑难，ḏsrt还是能够成为[image: ]
 的词源，泰奥弗拉斯托斯和其他作家主张，ḏsrt是表示“啤酒”的埃及语词汇。尚特莱纳没有为该词找到任何埃及语词源，但是切梅林伊提出，zythos和索格狄亚那语（Sogdian）zwtk都来自一个未知的斯基泰语词源。
(149)



对烹饪词汇的总结

这个小节中的大部分希腊语词汇与宗教献祭有关，但是其他的词汇则是世俗的，尽管它们可能源于宗教词汇。需要记住的是牺牲和祭品为希腊人的日常饮食提供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埃及语和希腊宗教之间的深远联系是整个黑色雅典娜图书计划的中心主题，但这一小节内容进一步揭示了埃及影响在希腊时尚和奢华产生中的重要角色。


 医药

埃及医学具有遐迩闻名的“国际”声望。希腊医学从中进行了大量吸收，这已得到广泛承认。
(150)

 因此，人们将会猜想到专门的但又经常是令人费解的埃及术语影响到了希腊医学词汇。

ἰзṯ指的是“脓包或伤口的出现”。
(151)

 [image: ]
 （H）是“兴奋、煽动、伤口”。尚特莱纳认为词尾-θω是一个后缀，并认为词根存在于[image: ]
 （“兴奋、激起”）之中。该埃及语词源在语音和语义上与这两个希腊语词汇都更为接近。

我们知道从希腊—罗马时代起，ἰwn便具有“支柱”的词义，并且也存在着wnw、auein、ou（e）in（“水道？”）以及αἰών（H）［“脊髓、生命力、生命”（后来，又指“漫长的时间”）］等词汇。
(152)

 尚特莱纳认为该词与梵语āyu-（“生命力”）āyuṣ以及拉丁语词汇aevus（“持久”）是同源词。很明显，这些词汇存在着一个印欧语词根，但是ἰwn也似乎牵涉其中。奥尼安斯认为“脊髓”是aiōn的基本词义，然而，尚特莱纳认为它是一个次要词义。奥尼安斯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又进一步增加，因为事实上脊髓在埃及解剖学中被视为由大脑流入阴茎的生命力。
(153)

 表示这种生命力的术语不是ἰwn，而是ἰmзḫ，后者也指“亡灵们的天福之国”。
(154)

 不过，作为支柱，ἰwn明显具有生理意义，如在ἰwn n fnd（“鼻骨”）中；也明显具有性交意义，如在ἰwn mwtf（“母亲的支柱”）中，它这一短语是荷鲁斯的描述词。该词和[image: ]
 、Apollo（阿波罗）将在第十九章中探讨。

[image: ]
 指的是“散洒，（使）变得潮湿”，它在医学词汇中指的是“用一种药物弄湿”。在希腊语中，αἰονάω（5）表示“冲洗、（使）变得潮湿”，它是一个医学术语，尚特莱纳没有给出词源。

名词ἰnw（“生产、贡物”）与动词ἰnἰ相关，它在科普特语中写作eine（S）和ini（B），（“带来、去取来、带走”）。在最后一个词义上，它为αἴνυμαι（H）（“取得、获取，尤其是取得、获得食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假设一个印欧语词根*ai-（“赠送”），可见于吐火罗语B．ai中和赫梯语带有一个鼻音中缀的p-ai中。虽然我在第十二章中没有绝对排除希腊语nemo（“分配”）和日耳曼语nehman（“取得”）之间的取与给的联系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如此的转换不太有可能出现。
(155)

 考虑到ai的简单和存在着一个可信的埃及语词源竞争，这种情况的确不太可能出现。

ἰnἰ的一个次要词义是“到达、实现”，在复合词中指的是“到达顶点”，可见于ἄνῡμι或ἀνύω（H）（“完成、到尽头”）。尚特莱纳将这两个词汇追溯到假设的词源*sṇ-nu那里，他在梵语中找到了sanóti（“赢”），在赫梯语中找到了šanḫ-zi（“他寻找”）。它们之间的语义联系不是很紧密，并且这位词典编纂学者没有在这些希腊语词汇中发现送气音的任何线索。

作为医学术语，ἰnἰ可能指的是“清除有害物”。希腊语中的医学词汇ἰνάω（5），指的是“排泄、清空”。尚特莱纳试图将它和梵语iṣ-nă-ti（“使运动、用刀切开”）联系起来。他承认，该希腊语词汇中的长元音[image: ]
 ，不存在要求它与iṣ-nă-ti联系在一起的迹象。

尚特莱纳正确地指出，[image: ]
 （4）（“会阴”）指的是“排泄组织的周围区域”。

‛з‛是一个表示“胃中毒物”的医学词汇。
(156)

 [image: ]
 （5）指的是“呕吐、排空肠子”。尚特莱纳本人基于一位注释者对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 The Wasps
 ）第993行的评注，将exeraō解释为“进入土里/洞里”ἕpa。它们之间明显存在着意联，但是埃及语词源‛з‛明显更为准确。

‛ntyw（“树脂、没药”）是ἀέντιον的词源，词典编纂学者赫西基奥斯将ἀέντιον定义为“表示没药的埃及语”。尚特莱纳乐意接受μύρρᾰ本身来自西闪米特语基本词汇murru。

在第八章中，我讨论了‛sз（“许多、大量的、丰富的、富足的”）和ὄχλος（5）之间的关联以及引申词义“脓包或身体发育”。
(157)

 在第五章中，我提到‛qз（“诚实的”）是复合词‛qзἰb（“准确、精确”）的组成部分，它出现在了具有相同词义的希腊语词汇akribēs里。
(158)

 在医学术语中，‛qз指的是“使正常、（使）愈合”。
(159)

 Α῎κος（H）是“治疗”，ἀκέομαι是“照料、治愈”。尚特莱纳勇敢地尝试，但是未能成功地找到它与假设的印欧语词根*ak（“尖锐的”）之间的关联。
(160)

 因此，akos可能是一个来自‛qз的借用词，并且是在/з/失去了它的辅音值之后发生借用的。

尚特莱纳对ϕάρμακον（H）进行描述，它“在希腊语中是一个孤立词汇，以至人们会认为它是一个外来的借用词”。为了避免它的孤立，他试图将phar-与ϕέρω［“生（孩子）或结（果实）”］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akos是一个表示植物的后缀。尽管如此，他还是总结道：“根据我们当前的知识水平，是无法解决ϕάρμακον的词源问题的。”如果它不存在印欧语词源的话，人们就应该认为它是一个来自其他语种的借用语，它的词源明显应该从埃及语开始。

Pharmakon（“植物或草药”）与埃及语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荷马那里，“生长谷物的大地（埃及），生长出各种草药（pharmaka）……那里的人民各个都是医师，他们的医术在人类当中最高明。”
(161)

 后缀-akos可以被‛qз（“康复、治疗”）解释。词首phar-可能来自pẖr（t） pahre（S）（“治疗方法、治疗”）或世俗体pẖr或科普特语phaẖer（B）（“对……施魔法”）。-m-可能来自介词m（“和/用”）。尽管所有的要素都罗列得出来，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因此，这一词源只能归为“合理的”词源。

在埃及语中有两个类似词wbз和wḏ‛。Wbз（“钻、打开、勘探”）将[image: ]
 （U26）（“钻、珠子上的钻孔”）作为它一个义符使用。Wḏ‛与义符[image: ]
 （Aa21）连写时，指的是“切掉、切开”，加德纳认为它指的是“木匠”。在希腊语中，围绕着ὀβελός/ὀδελός（H）（“铁沫”）存在着一个词群。Obeloi或oboloi（奥勃尔）作为钱币使用。六个奥勃尔放在一起组成了一把或δραχμή（德拉克玛）。
(162)

 尚特莱纳未能解释字首增添元音或其他与词源相关的问题，他的论证，obelos/odelos中的交替发音/b/-/d/表明，最初存在着一个唇软腭音。因此，更有可能的推测是，这一交替发音的产生是因为wbз和wḏ‛这两个埃及语的混同。从语音上看，wbз和obelos之间非常类似。从语义上看，Wḏ‛（“被伤口唇状边缘分开的”）和[image: ]
 （“颅骨的矢状缝”）特别相像。[image: ]
 极有可能是“筒形锯”，用于去除局部颅骨。埃及人也在实践上用钻打孔。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两个表示“肺”的亚非语词根*fuf和*f［ü］‛。
(163)

 他们认为埃及语wfз、wfἰ或wpз中含有第二个词根。
(164)

 它们的科普特语词形是ouof、ouōf（S）或ouob（B）。加德纳构想了一个更早的词根*wãfзew。
(165)

 尚特莱纳认为αὐαψή（“肺病”）被ἄπτω（“接触”和“照亮”）腐蚀。他没有提供任何词源。总的来说，我认为埃及语词源不是那么不可能。晚期埃及语bkἰ（“果实或香脂树”）是来自闪米特语√bk>
 即希伯来语båkå>
 的借用词。希腊语βήξ（5）词义为“咳嗽、用于治疗咳嗽的植物”。尚特莱纳认为它是一个拟声词，但更有可能的是，它显然是一个来自闪米特语或埃及语的借用语。

埃及语pds的词义是“药片、球或丸”。在希腊语中，πεσσός指的是“用于游戏的鹅卵石”，作为医药词语使用时指的是“子宫帽”，它的阿提卡语拼写为πεττός。希腊语中的这一对交替词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埃及语咝音的不确定。尚特莱纳将它描述为一个“下位层或外来词汇”，并且同意弗里斯克的做法，否定了其他印欧语词源分析的尝试。

埃及语mt（“剥去衣服”）在希腊语中有两个词形。第一个是μίτος（H）（“细线、饰带、带子”）。尚特莱纳拒绝了弗里斯克所引用的所有的词源分析，并且将mitos描述为一个“没有词源的术语”。至于μοτός（5）（“绷带、软麻布”），尚特莱纳只是简单地写道词源“待考”。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论证，亚非语词根*mut（“人类”）来自*mawut（“死亡”），其含义是所有的人都是必死的。
(166)

 正如维奇赫尔提出的那样，埃及语mtwt或（如我在第九章论证的那样）*mwtt可能来自它们。
(167)

 这个词汇有两个差异明显的词义：精液和毒药。与之对应的是医学术语‛з‛（“射精、毒药”）。
(168)

 维奇赫尔试探着提出这两个词汇“作为分泌物，一种来自人类，另一种来自蛇和蝎”而联系在一起。
(169)

 Μίτος出现在俄耳甫斯教文书中，意为“种子”，这就进一步证明俄耳甫斯教（Orphism）受到了埃及的影响。

R-ḏr（“全部、所有”）和r-ḏrf（“到尽头/终点”）是Λάθυρος的词源，后者是托勒密八世的一个姓，还是一个医学词汇，表示“清洗”。这些问题已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探讨。
(170)



Rpw（“腐烂”）为ῥύπος（4）（皮肤、单子等上面的“污垢”）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词源。尚特莱纳未提供任何词源。

在埃及语中，ḫзyt显然是表示“疾病”的一般词汇。希腊语χῑράς（6 CE）有更为具体的词义“脚上的龟裂”。尽管语义差距远，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可能的替代词源，这一词源分析有可能是正确的。尚特莱纳拒绝将它和日耳曼语词形[image: ]
 （“秃鹫”）联系起来的尝试。

ḫm的基本词义是“不去了解、忽略”，但是它还具有延伸词义“无意识的、麻痹的”。希腊语中的罕见词汇ἰκμαμενος，指的是“受伤的”。除了对它的基本词根是ἰκμ-、ἰγμ-或ἰχμ-（任何一个都适合ḫm）进行了辨析之外，尚特莱纳没有对它的词源有任何提及。

1953年，耶恩斯泰特提出[image: ]
 （“乳房、感情器官”）来自*st ḥзty（“心脏的位置、感情”）。
(171)

 尚特莱纳认为该词词源“不清”。他提到了梵语stána（“女人的乳房”），但没有对词尾-θος进行解释。

基于科普特语词形saein（S）和sēini（B），维奇赫尔认为swnw（“医师”）的最初发音可能是*synw。这一推测的可信度因希腊语中的借用词表明它们来自*sawono而被削弱。Σωννύω（H）指的是“救活、活着、保持”，但作为围绕σῳζω和[image: ]
 （最初拼写为σάος（H））的词群的一部分，它指的是“救、安全、健康状况良好”。尚特莱纳合理地重构了[image: ]
 。他进而将它和基于词根*tav（“强壮”）构成的梵语词汇联系在一起，并且重构了一个圆唇音词形*tw
 ú。这个假设词形使得swnw词源的问题变得无关紧要。

根据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的观点，亚非语词根√ḥVsaw词义为“喝（酒）”。维奇赫尔认为该词和具有相同词义的埃及语swr有关联。
(172)

 作为医学词汇，swr也作为“泻药、呕吐物”使用。
(173)

 [image: ]
 （5）意为（“拖拉出、黏液痕迹、清扫、泻药、催吐药”）。尚特莱纳怀疑它与古高地日耳曼语swerben（“擦净”）的任何关联。

Sbsy指“导致流出”，或者作为医学词汇指“使呕吐、实现治愈”。
(174)

 希腊语词汇σβέννῡμι（H）带有词根√sbes（“扑灭”），用于描述暴风雨、怒火、狂怒等等。尚特莱纳找到一个印欧语词根*gw
 es（“扑灭、耗尽的、消失”），可见于波罗的海语和梵语。但是，他将它和sbennūmi联系在一起存在着诸多困难。

smз（“杀、摧毁、疾病”）与表示刀子的义符[image: ]
 （T30）连写，为[image: ]
 （2CE）（“刀子、凿子、外科手术刀”）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词源。尚特莱纳遵循波科尔尼的观点，将[image: ]
 与可见于日耳曼语的印欧语词根*smi-tu联系在一起。它最初指的是“木匠”，后来表示“铁匠”。从语音和语义上来看，埃及语词源smз更为准确。

Sḫn（“小牛或小羊的胰脏、胰腺、腰部的肾脏”）为医学术语σαχνός（2CE）（“嫩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
(175)

 尚特莱纳认为它与σώχω或ψώχω（“揉搓”）有关联。

Sq‛（“引起呕吐”）与σικχός（4）（“令人作呕的食物”）非常匹配。尚特莱纳称其为一个没有词源的“表达”词汇。

šnw在医学文献中指“毛发”，šnἰ指“睫毛”。
(176)

 它们能够解释[image: ]
 （H）（“眉毛”）的主干部分。尚特莱纳将σκύν-视为词干。由于n/r的交替，他尝试着将它和古高地日耳曼语skur（“避难所”）联系在一起。

Ψύδραξ（3）指的是“鼻子上的脓包”。它来自šdšd或*pзšdšd（“台面上的凸出处”）。极为类似的语义弥补了语音上的疏远。传统观点认为psydrax来自pseud-，原因是后者有带来污点的意思。
(177)

 19世纪的语言学家倾向于将psydrax和原始印欧语词根*bhes（“呼吸”）、日耳曼语blasen（“泡”）或英语blister（“水泡”）联系在一起。它与后者在语义上的类似是合理的，尽管不及它与埃及语词源之间的类似。但是，它们之间的语音联系很难探明。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一个亚非语词根*k̩irVb（“乳房、腹部”）。闪米特语词汇qirb和埃及语词汇qзb都指的是“肠”。[image: ]
 （F46）既作为一个义符使用，又作为一个在许多词汇中使用的三字母结构使用，和其他另外的义符连写时表示“折叠、对折、卷曲的、蛇、水道的弯曲”。（其科普特语词形为kōb，定性词形为kēb）。κόλπος（H）指的是“乳房、子宫的窦、外衣的折叠、海湾或湾”。尚特莱纳认为，它来自一个可见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词根hualf（“拱顶”）。Καλ（λ）αβίς是一种柔软的斯巴达舞的名称，由καλλιβάντες表演。古代词典编纂学赫西基奥斯为kallibantes给出了另一个词义“一种用于修建眉毛的（双刃的）剪刀”。尚特莱纳没有为任何词形做出解释。

拉丁语中有一个明显但间接来自qзb的词素存在于colubra或coluber（“蛇”）之中，它们经由葡萄牙语传入英语为“cobra”（眼镜蛇）。埃尔努和梅耶声称，colubra“没有一个明确的词根”。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 Partridge）写道，它“可能来自埃及语”。Qзb和κόλον之间的语音对应是有限的。不过，它们在语义上是完全对应的，都指的是“肠”。

Qзb最初的发音可能是带有一个唇软腭音的*qw
 lb，这一可能性因一事实而增加：大量带有词根√delph的词语具有类似词义，表明*qw
 lb是在唇软腭音衰弱之前传入希腊语的。这一问题将在第十九章中探讨。

Qrf似乎曾经指的是“包”。作为动词，它的明确词义是“缔约、带到一起”。在医学术语中，qrft指的是“子宫收缩”，qrfw指的是“面部皱纹”。在希腊语中，γράπις（5）指的是“有皱纹的”。尚特莱纳将它和画一条线意义上的γράϕω（“写”）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存在埃及语词源的话，尚特莱纳的分析还是有可能正确的。Qrf（w）（“有褶皱的包或肚子”）词义上的也为γρόμϕις（5）（“老母猪”）提供了一个词源。尚特莱纳将该词与γρύ即γρύζω（“打呼噜、责骂、大声谈话”）联系在一起。两个词源在这里完全有可能被混淆。

在很久以前，qrnt（“包皮、未受割礼的阴茎”）已被公认为来自闪米特语ǵrl（“包皮、未受割礼的阴茎”）。
(178)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这个词汇是否也可以指女性“割礼”或生殖器切除？Κρημνός（H）的词义是“悬崖、峭壁、河岸”和“阴唇”。尚特莱纳将它和围绕着κρεμάννῡμι（“悬挂、挂下来”）构成的、带有不同词形的词群联系在一起，例如κρεμάστρα（“下垂的尾状物花朵”）。尚特莱纳放弃了kremannumi的更早期的印欧语词源。

Κρήνη（H）的词义是“喷泉、泉水”。尚特莱纳将其和κρουνός（H）（“泉水”）联系在一起，后者经常用作比喻“血液、熔岩、话语等”。他写道，这两个词汇都“可能”来自原始印欧语词根*krosno-，并且与日耳曼语*hrazno［“流动、（在地平线）流动的水”］有关联。且不谈这些词汇中缺乏一个来自希腊语中缀-s-，它们和与krēmnos、krēnē和krounos相关的泉水或阴道的意义相差甚远。尚特莱纳是将Κολαινίς作为阿耳特弥斯的一个描述词提及的，该词的含义是这位荒野女神“未受割礼”吗？
(179)

 最后是κρήϊον，它是一个表示“喜饼”（“bride cake”）的爱奥尼亚语词汇。

Ṯзἰ（“人、小公牛”），和一个比[image: ]
 （D53）更明显表示性交的义符连写时，为θρώσκω（H）（“喷涌出、使怀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尚特莱纳仅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印欧语同源词，即爱尔兰语dar（“喷涌出”）。由于存在着其他两个词汇：θορός（5）（“精液”）和θολός（5）（“被污染的水”），它的埃及语词源ṯзἰ稍微更可取。关于精液与毒药的关联，见上文对mtwt/mwtt的讨论。
(180)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三个不同但又相关的亚非语词根：*dVhar（“狩猎”）、*daḥar以及*dr（“驱赶走”）。
(181)

 埃及语词汇dr有广泛的词义：“征服、摧毁、移走、（用在医学上）排出”。希腊词汇δηλέομαι（H）（“伤害、损害、毁掉”）来自dr的词源分析将在下一章探讨。
(182)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词义“移走”和“排出”。尚特莱纳将τίλλω（H）（“拔出、拔拽、虐待”）描述为一个“没有词源的孤立词汇”。随后，他又进一步推测“它或许来自πτίλον（‘羽毛’）”。我完全赞同tillō受到了该词的影响。接下来的词汇是[image: ]
 （5）（“腹泻、排出的汁液”）。尚特莱纳写道：“没有一个印欧语词汇与tilos极为类似”。他随后提供了大量差异甚大的类似词汇，如盎格鲁—撒克逊语词汇[image: ]
 （“是湿的”）。


 结语

本章所述及的借用词大部分是名词，并且它们几乎全部是具体名词。如我在本章开篇所述，玛斯—阿诺特、莱维、莱文、布朗和其他人在研究希腊语中关于自然界、烹饪和医药方面的来自闪米特语的词汇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我无意于狗尾续貂。整体而言，它们的语义范畴类似于来自埃及语的语义范畴。不过，存在着一些不同。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与湿地及其产物相关的埃及语词汇多于闪米特语词汇；但是，在矿石及其加工技艺方面，借用到希腊语中的闪米特语词汇多于埃及语词汇。考虑到古埃及医药的声誉，毋庸惊奇，传入希腊语中与医药相关的埃及语词汇多于闪米特语词汇。数量惊人的埃及语烹饪借用词汇至少可解释为它们与来自埃及的宗教仪式相关，埃及宗教仪式往往比黎凡特宗教仪式奢侈。除此之外，许多烹饪术语事实上只出现在阿忒那俄斯所写的《哲人燕谈录》（Δειπνοσοϕισταί
 ）里，阿忒那俄斯来自尼罗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

如导言中所言，这个语义场的选择是主观的和不完整的。第十六章、第十七章将介绍一些新的并且更重要的例词，并证明在其他章中列举的词源能够在词义上分组归类。这样一来，单个词汇就变得更有可能。当然，所有这些词汇都要受制于一个附加条件，即对语义场的界定很少见，即便有，也会有许多例词超越了它们的主观边界。

尽管这一章里的大部分借用词都是表示物质器物的和与这些器物相关工艺的，但是有些例词具有更为广泛的宗教和抽象含义。例如，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词语ōlenē（“用于捆绑或覆盖砖块的席子或遮盖物”）通过它的埃及语词源wrmwt（“凉棚、屋顶盖法”）与乌拉诺斯和奥林匹斯产生关联。与之类似，埃及语зḫ（t）（“泛滥期、新的生长”）被升华为lakhainō（“栽培蔬菜”），并且双写后，即зḫзḫ，指的是埃琉西斯附近神圣的拉里亚平原。更多的如此大规模来自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词源群组将会在接下来的两章里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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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语义群：战争、狩猎和船舶

19世纪，海因里希·莱维将抽象名词和词义广泛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从他的希腊语中的闪米特语借用词列表中删去。在第七章中，我讨论了马森对这一做法的肯定。
(1)

 为了弥补这一因自我克制导致的不足，我将在接下来的两章里，专门在先前学者排除的语义场里详细地探讨来自埃及语和闪米特语的借用语。这些语义场包括武器、战争、狩猎、船舶、社会、法律、政治以及哲学和宗教。在本章中，我集中探讨前三个领域。

在每一节中，我将对两种源语言分开探讨，并且，如导语所述，每一种语言词汇按照两个学科的惯例进行排序。埃及语词汇将按照前几章列出的埃及学字母表顺序即从/з/到齿音和词尾音/ḏ/的顺序排列。对于闪米特语词汇，我只是按照希伯来语（迦南语）字母表顺序排列，ḫ排在ḥ后面。


 武器、战争和狩猎

导语

武器、战争和狩猎，是具有潜在的重大历史影响的领域。例如在法语中，罗曼语在基本词汇中处于压倒性的多数，但是在极少数具有日耳曼语词源的词汇中，我们可以找到canif（“小刀”）、fèche（“弓箭”）、galant（“好战者”）、hache（“斧头”）、hâte（“匆忙、暴力”）、harpon（“锚定”）、heaume（“头盔”）、héraut（“传令官”）、maréchal（“司马官”）、meutrir（“谋杀”）以及guerre（“战争”）本身。这些词汇证实了法兰克人的好战本性，他们统治的族群后来成为法兰西人。

但是，英语中的大部分军事词汇——corporal（下士）、sergeant（中士）、lieutenant（少尉）、captain（上尉）、major（少校）、colonel（上校）、general（将军）等——来自法语，但不是诺曼征服的结果，而是后来法国军队系统化编制威望的影响。因此，尽管军事术语的引入可能是征服的结果，但不必然是如此。

既然如此，大量表示武器、战争和狩猎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汇就可能是希克索斯人带来的，他们被认为在希腊的部分地区定居过或统治过。这些词汇也可能是希腊雇佣军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埃及服役时掌握的，或者来自希腊人和埃及人或迦南人的军事碰撞，或者可能是希腊人对社会军事组织主动进行改造——或至少是改名——导致的结果。最明显的例词来自斯巴达，它们将在第二十一章中探讨。不管这些词汇在这些语义场中的传播路线赋予了它们何等的社会政治重要性，它都给予了它们特殊意义。

埃及词汇

зbw，其世俗体词形为зb、ἰзb、зἰbe、wзἰbe，和火[image: ]
 （Q7）连写时表示“烙铁”，和用于奴隶或牲口的刀[image: ]
 （T30）连写时表示“使……伤残”。它为λώβη（H）（“暴行、暴力和不知羞耻或遭人唾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接受它与波罗的词汇有关的传统观点，这些词汇带有一个假设的唇软腭音和词首s-，诸如立陶宛语slogà（“鞭打”）等。它们之间的语义类似是可能的，语音类似却是有些牵强的。尚特莱纳合理地将λώβηξ（“秃鹫”）和lōbē联系在一起。

зbḫ（“燃烧”）一词有“激情、热情”的引申义，并为围绕着λάβρος（H）（“粗暴的、鲁莽的”）构成的词群提供了可能的词源，但是除了类似词拉丁语rabes之外，弗里克斯和尚特莱纳都没有对此做出与印欧语相关的解释。

ἰwз（“长着长角的牛”），ἄορ（H），aor通常被译为“剑”，它可读作单音节、双音节甚至三音节词汇。不过，其含义可以延伸为多种类型的武器甚至是装备。角和武器之间的概念性联系是相当密切的。以法语词défenses（“长牙”）为例，尚特莱纳试图将aor与ἀείρω（“悬挂”）联系起来，因为剑可以用皮带悬挂起来。他们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Aor可能并不仅仅意指剑，或许它还保留了“角”的原始意义。它很晚（3世纪）才被用于形容犀牛的角，但是Χρυσάορος（“goldenaor”）一词用于形容阿波罗、得墨忒耳和阿尔特弥斯时通常被译为“金剑”。
(2)

 赫西俄德明确提出“goldenaor”是指握在手中的一把“剑”。
(3)

 较晚时期出现了对这种解释的反驳，因为没有图像证据可以表明诸神或诸女神是配有剑的。他们青睐于更为古老的弓、棒或是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许多希腊神灵都被描述为带有角。作为一个翻译词，“金角的”一词就有了更多的含义。其他关于牛的词汇包括最为著名的[image: ]
 （“牛眼睛的”或“牛脸的”），这些词被于描绘赫拉和其他女神的美貌。埃及女神哈索尔的美貌就被描绘为一头母牛。在这些情况中，尽管语义有些差距，但考虑到语音的完美匹配，ἰwз为aor提供了合理的词源。

ὄλλυμι和[image: ]
 （“破坏、毁灭”）源于‛wзἰ（“收获、掠夺、抢劫”）的词语演变，已在第九章中探讨过。
(4)



尚特莱纳坚持希腊语ὠθέω（H）（“用力推、投掷、反击、造成伤害”）是*ἕθω的动作重复词形，这一词形是基于ἕθων构建起来的。而且后者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了两次，被用于解释“战斗英勇”或“遵循他的习惯”。尚特莱纳认为这些都是源于词根*wedh（“摇动、碰撞”），而且可以在梵语vádhar［“因陀罗（Indra）的武器”］或vadar（“喷射武器”）中发现这一词根。
(5)

 但是，他承认在ōtheō中寻找不到字首音w-的任何迹象。似乎，视ōtheō源于wdˆ（“投掷、射箭、犯罪”）更易于理解。

埃及语的动词wḏз（“出发、前进”）与wḏyt（“征伐、出游”）有一定的联系。第六章中提到人称后缀-w/eus，带有这个后缀，wḏз给最为卓越的流浪英雄’Οδυσσεύς的名字提供了极佳的词源。
(6)

 弗里克斯错误地认为这一名字源于安纳托利亚语词源。尚特莱纳对此则无任何解释。

在耶恩斯泰特看来，重构词[image: ]
 是[image: ]
 （“战士”）的词源，见第九章。
(7)



Pзqyt（“龟壳、颅骨”）为πήληξ（H）（“头盔、蛇的休眠”）提供了极好的词源。尚特莱纳说后者“没有词源，或许是一个借用词”。

晚期埃及语的动词*prṯ（“分开、撕裂”）似乎是一个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词。但是，大量闪米特语三字母结构都是基于诺斯特拉语词根√pr（“分开、打开、分娩”），詹姆斯·霍奇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起源，其中一种是阿卡德语palāšu（“挖掘、穿透一面墙”），它在米士那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凿孔”。基于语音原因，霍奇并不十分乐意视之为阿卡德语parāšu（“分开”）的衍生词。他更乐意将其视为词根√prṯ的借用语，该词根可见于《塔木德经》中的阿拉姆语词汇pərat（“划分、压碎”）或叙利亚语词汇“分开、刺穿”。
(8)

 无论是从精确的三字母词根还是源语言上来看，闪米特语或埃及语*prṯ都为希腊语词汇πέρθω（H）（“破坏、洗劫、对城镇的原始掠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来源。弗里克斯和尚特莱纳都对此表示赞同，尽管这一词汇是印欧语类型，但是其词源是“未知的”。古代的词典编纂者认为英雄人物Περσεύς的名字源于perthō，尚特莱纳并不确定，但认为它有可能是前希腊语。

重叠词ptpt的意思是“踏平道路、践踏、蹂躏敌人”和“重击”。Πατέω（H）的意思是“步行、践踏、压碎”。弗里克斯认为此词以及名词πάτος“踩出小路”源于某一词根，这一词根可见于πόντος（“小路”）。尽管这一词源是颇为合理的，但是含有暴力的埃及语含义和希腊语含义更为接近。

尚特莱纳坚持认为[image: ]
 （H）（“战争、混乱”）来自痛苦和努力的某种含义。他以此种方式将[image: ]
 （H）和μξλις（5）molis（“痛苦、努力”）联系起来。因此，他把古高地日耳曼语muodi（“疲倦的”）和俄语máju（“筋疲力尽”）联系起来。从语音和语义两方面来看，将mōlos视为源于埃及语mry（“斗牛”）或mrw（“公牛”）似乎是更为简便的。在第二卷中，我将会谈到艾伦·埃劳德在埃及语“斗牛（术）”“牛和牛打斗”方面做出的成果。
(9)

 尚特莱纳认为μόλις（5）的词源是“不确定的”。Mr（“疾病、痛苦”）或mrt（“疼痛”）可能是这个词汇的词源。

Nrἰ的意思是“害怕”，或者作为及物动词，指的是“吓倒”；nrt的意思是“秃鹫”，其科普特语词形是nure（S）和nuri（B）。后者为ἔναρα（H）“从被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得的武器”提供了良好的语义基础。尚特莱纳试探性地将enara和梵语sanóti（“胜利”）、sánitar（“胜利者”）联系起来。他甚至承认希腊词汇在词义上的差异，并缺少希腊语词汇中应该有的送气音。

尚特莱纳坚持认为[image: ]
 （“胜利”）的词源是“未知的”。他否认波科尔尼试图将其与[image: ]
 （“争吵”）联系起来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无论是从词形还是从词义上来看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埃及语nḫt（“强壮的、胜利的”）、nḫtt或nḫtw（“胜利”）看上去似乎是更为可信的。希腊人在将法老的名字Nḫt nb f译为希腊语[image: ]
 之时，可能增加了一个前元音。

Nḫt的特殊引申词形是nḫtἰ（“巨大的”）——尽管维奇赫尔预先考虑它为一种波海利方言*našθε，其科普特语词形为nešte。该词为κολοσσός一个描述词ναξος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词源。有趣的是，Νάξος（纳克索斯）指的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和海拔最高的岛屿。

埃及语mn（n）wt（“要塞”）有可能源于mn（“坚固的、已确立的”）一词。它为[image: ]
 （H）（“防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尽管这一动词及其衍生词的所有词形都不缺少字母/n/，但是尚特莱纳仅将其视为基础词根ἀμυ-的后缀。他也未能解释自己的这种假设。

在第九章中，我讨论了*PзRqw（“敌人”）是佩勒吉人这一名字的词源。
(10)

 就这个词本身来讲，Rqw在科普特语中的是重叠词（B） luklak（“敌人、对手”），它为λευκός（5）（“暴力、愤怒”）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对先前的任何一种印欧语词源分析都感到不满意。

Hзἰ一词有多种类别不同的词义，包括“下降、向下冲向、处理、就职”。[image: ]
 （H）的意思是“向前冲、激发、分娩”。在这个词形里，不像在amȳnō一词里那样，尚特莱纳将-n-视为词根的一部分。尚特莱纳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因为ὄρνυμαὶ一词中许多动词时态和其他衍生词都缺少了一个-n-。尚特莱纳在为此找寻非希腊语的同源词时遇到了困难，并且同意波科尔尼的做法，简单地将词根*er作为其词源。



Sft Ξίϕος（“剑”）。在他们对我的著作的评论当中，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承认，作为文化核心词汇，xíphos没有已知的印欧语词源，而且“它并非不可能是从其他语种里借入希腊语中的”
(11)

 。他们也同意SftΞίϕος这一词汇是源于埃及语sft的观点，源于科普特语sēfe（“剑”）是旧有的观点，尽管他们并没有提及一些现代学者仍然坚持这种观点。
(12)

 显然，他们否认这一貌似合理的词源被否定的学理基础是由埃及学专家R．H.皮尔斯铺垫的。皮尔斯否定这一埃及语词源的首要原因是，科普特语词形表明中期埃及语的元音是重读长元音，而xíphos中的是短元音。

安东尼奥·洛普列诺已经说明了构建中期埃及语元音发音的不充分性，这个问题在第八章中已经讨论过。
(13)

 “前科普特语”重构词形sft中的元音长度没有给这一词源提出严重的反对理由。
(14)



无疑，尚特莱纳在否定这一埃及语词源的观点时，并未参考皮尔斯有关元音长度的看法。相较而言，尚特莱纳的否定是更为严谨的，并且为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所接受。尚特莱纳的观点是xíphos的迈锡尼语词形可见于qisipee的双数词形，因此，它不可能来自sft。正如我在第二卷中所指出的那样，过于严格地阐释这一批评是有问题的，因为词形中的唇软腭音表明，*kw
 s被认为消亡后形成了*psíphos。
(15)

 切梅林伊试图通过将其阐释为“因后跟唇音引起的/kw
 /中的唇音词素导致的后迈锡尼语的异化”，为这种异常现象声辩。他甚至承认其就此给出的类似词语是难以确定的。
(16)

 Qisipee中的词首qi可能只是一个押韵的轻软腭音和咝音，它的直接词源中含有一个摩擦音。

根据《词语与事物》一书的原则，需要注意的是相当多的考古学证据（包括曼弗雷德·比特克在泰尔代巴即希克索斯王朝都城阿瓦利斯中发现的文物）现在已经表明在埃及的第二中间期开始就有了双刃青铜武器。
(17)

 与此同时，在迈锡尼竖井墓中发现的双刃剑清晰地描绘了当时埃及社会的景象。
(18)



因此，xíphos和sft之间存在着极好的语义匹配；学界内大都认同xiphos是一个借用词；考古证据也表明剑是从东南地区传到爱琴海世界的。
(19)

 鉴于上述这些原因，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B类线形文字的词形带来的语音上的困难太难确定，以至无法否定xíphos源自sft这一完全有可能的词源演变的学者。贝特朗·埃梅丁格也同样对它没有留意。
(20)



源于smз“去消灭、摧毁疾病”的派生词[image: ]
 （“匕首、凿子、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在第十五章中已经介绍过。
(21)



维奇赫尔倾向于相信科普特语soone、sone（S）和soni（B）（“强盗”）源于“游手好闲者”词义上的snἰ（其科普特语词形为sine，意为“通过、越过”）。Sine为[image: ]
 （H）（“伤害、抢劫、破坏”）提供了极佳的词源。西尼斯（Sinis）是忒修斯在科林斯地峡遇到的著名的“折弯松树的大力士”。
(22)

 就像以si-作为词首的单词一样，“模糊不清”被尚特莱纳用于形容sinomai词源。

Sḏrt（“夜营、露营”）是希腊词汇στρατός（“军营”）的词源，它的许多派生词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讨论过。
(23)



Qn，其科普特语词形为的kēn，意思是“完成、达到、完美、结束”。它为καινός（5）（“新事物”）提供了极佳的词源。尚特莱纳将其与νέος区别开来，νέος的意思可能是“年轻人”。另一方面，他将kainos与梵语的复数所有格词形kanĩnnām（“年轻女孩儿们的”）联系起来。“结束”词义上的kēn，也是καίνω（5）（“杀死”）一词有说服力的词源，尚特莱纳并没有对后者此做出一个前后一致的阐释。

Qnἰ作为形容词的意思是“勇敢的、强壮的”，作为动词的意思是“征服”。Qn作为名词的意思是“勇敢的人”或军人的称号。Qnn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qn（t）的意思是“胜利、权力”。根据古代作家的观点，Α̛κόνιτον（“有毒植物”）是从κόνις（“一尘不染或竞技场上的沙子”）一词中得名的，并且它因此获得了所向披靡的意思。现代学者将此视为通俗变化语而不予理会。我认为，从“没有解药”这一意义进行分析，便可以把这一词源分析变得可以理解了。Qn为καίνυμαι（H）（“超过、克服”）和καίνω（5）（“杀死”）提供了合理的词源。尚特莱纳对这些词没有进行任何解释。

Konis（“沙子”）和qn（“胜利”）之间的混淆在βουκονιστήριον（2CE）（牛和牛打斗的“斗牛场”）一词中有所体现。尚特莱纳并不确定这一词汇是否存在过。

诺斯特拉语词根*kr可见于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kara（“黑色”）以及印欧语*crowos（“乌鸦”）中。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在埃及语和西乍得语的基础上重构了词根*qar（“云”）。
(24)

 它的埃及语词形是qri或qrr，世俗体词形是ql‛l，科普特语词形是kloole（“云、风暴云”）。它很可能是κελαινός（kerano，“黑色的、昏暗的”）一词的词源，kerano形容血液、夜晚或暴风雨的狂烈。尚特莱纳发现了后缀为-νός的相似词形，但是他承认词根κελαι-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他也漏掉了κιλλός一词的词源，该词是表述“灰色”的多利亚语词汇。Κηλάς（4）的意思是“预示着将要来临的只有风没有雨的云”。最后，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些词源放在本节中探讨的原因，qrἰ（“暴风雨、雷电”）和κη̑λα（H）（“由阿波罗和宙斯投射出的武器”）极为类似。尚特莱纳试探性地将梵语sìara（“芦苇、箭”）和中期爱尔兰语cail（“长矛”）联系起来，尽管他承认它们各自都有一个短元音。

埃及语kзt（“阴道、女阴”）有时与义符[image: ]
 （D3）［“编成辫子的（非洲人的）头发”］连写，这为希腊语κο（υ）λέον（H）（“护套、羊毛、毛皮”）提供了一个似乎可能的或合理的词源。Κολεός在现代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护套”或“阴道”。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将这些词汇视为“地中海语言”。

Kry šri后来表示的是“两种士兵中的一种”。世俗体词形gl-šr的科普特语（L）词形是čalašire。希罗多德用καλασίρις一词来表示军人等级的成员。
(25)



晚期埃及语词汇gзwt和[image: ]
 （V32）（“藤条制品”）连写时，表示“捆”；当和[image: ]
 （M3）（“木材”）连写时，表示“盒子、箱子”。这些词形为γωρῡτός（H）（“储存弓和箭的容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词源。尚特莱纳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斯基泰语，但是，除了伊朗语gou（“公牛”）之外，他和他所追随的学者本维尼斯特都在解释这一词汇的后半部分上遇到了困难。他们所能找到的词形只有古波斯语rūda和奥塞特语（Ossetic）rūd（“肠子”）！

通过“体育”一词，我们试图将γυμνός（H）同力量和耐力联系起来。事实上，该词的最初含义是“裸体的、没穿衣服的、没有携带武器的”。为防止在运动中私藏武器，赤身裸体是十分必要的。与gymnos本义明显接近的词汇是日语karate（“徒手”）。尚特莱纳对gymnos一词的词源解释是：“该词汇是在不同的印欧语分支中以不同词形出现的古老词汇，这既是语言异化的结果，也是语言禁忌的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包含不同词汇的集合，其中的大部分词汇以n-为字首或者它们的词根都可见于“裸体的”（naked）。他得出结论，字首g-是无法解释的。

埃及语gnn意思是“虚弱的、纤弱的”。语音相似被认为比其他任何一个与之竞争的印欧语词源都更可信，语义相似也不会更差。许多墓画显示，埃及人练习摔跤以及其他形式的徒手搏斗。
(26)



尚特莱纳认为，赫西基奥斯定义为“单纯的青年”和“青年人”的ἠγανές和ἠγάνεος的这两个词汇来自不同的来源。他认为前者源于γάνυμαι（“欣喜”），后者源于一个强调前缀（intensive prefx）ἀγα-和νέος（“年轻的”）的人为合成词汇。将它们放在一起视为均起源于gnn看起来是更为简便的。

从埃及语ṯsw（“统帅、贫民的保护者”）中得到的忒修斯之名的派生词在第五章中已经讲述过了。
(27)



义符[image: ]
 （T30）在金属制成的刀具中有所体现。但是它被用作ds，既表示燧石，也表示匕首。义符[image: ]
 （T30）也被用于形容dm（“锋利的、刺穿”）和dmt（“匕首”）。这种用法源于亚非语词根，可以在中乍得语中找到。
(28)

 在第八章中，我提到了赫西俄德的描述，在他的《神谱》中，克洛诺斯对乌拉诺斯的阉割表明他是用了一把带有细石器的镰刀来完成的。
(29)

 在前面的几行里，赫西俄德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描述：“她（盖亚）使用一小块灰色燧石（πολιου̑αδάμαντος），打造了一把极好的镰刀。”
(30)



尚特莱纳将αδάμας（“未驯服的”）视为δάμνημι（“驯化的”）一词的反义词，后者属于印欧语广泛使用的词根。然而，一般来说，adamas的意思是“非常锋利、坚实的物质”，由此而衍生出了英语的“diamond”（钻石）一词。这符合了来自dm的词源分析比来自a-damnēmi的词源分析更胜一筹的说法。考虑到埃及人对字首增添元音的偏好，字首字母alpha没有提供较大的异议。

另外一个可能从dm中衍生来的词汇是δρῑμύς（H）（“锋利的、急剧尖刻的”）。
(31)

 尚特莱纳没有收录与此相关的任何词源。

亚非语词根*dar（“驱赶”）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都得到了证实。
(32)

 埃及语dr有广泛的词义：“征服、驱逐、破坏、抛弃”。雷蒙德·福克纳赋予了dr第二种词义“躺在地板上、覆盖”。有趣的是，维奇赫尔引用了同一意义的词语drἰ，与[image: ]
 （E21）连写，意思是混乱和毁灭之神赛特的神兽，但是它也存在建造的意思。
(33)

 这一引用暗含着第二种词义源于“平坦的”，这是从完全摧毁的意义上来说的平坦。无论如何，dr为δηλέομαι（H）（“创伤、损害、破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称后者“没有词源”。

Ḏзt或ḏrt有广泛的词义：“手、象鼻、手柄、战车的轴（？）”。科普特语tōre（S） tōri（B）和tōli（F）扩充了这一语义场，将“袖子、匕首、锄头、桨”涵盖进来。因此，ḏrt从其“匕首、船首斜桅”两个词义上为δόλων提供了合理的词源。第三种词义是“飞臂”（fying jib），与船首斜桅有关，这或许是受到了另一个埃及语词汇ḏзw［“席子（？）”］的影响。尚特莱纳指出，尽管dolōn作为一个词语只出现于2世纪，但是它一定更为古老。因为作为人名，Δολων被证明存在于更早的时期。他并未提及任何印欧语词源。

Ḏзyw（“对手”）和ḏзyt（“坏事”）似乎源于“越过、做坏事”这一词义上的ḏзἰ（“过河”）。它们为δήιος（H）[image: ]
 （5）一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δήιος（H）[image: ]
 （5）是一个描绘敌人的形容词，其词义是“敌对的、破坏性的、野蛮行径”。Daios一词也有“燃烧”的词义。19世纪的学者W.舒尔茨认为这两种词根都应包含在内。
(34)

 很显然，这些词汇受到了δαίω（H）（“燃烧”）一词的影响，尽管尚特莱纳对此表示不确定。敌意和燃烧在概念上很易混淆。Daiō的一个可能的词源，存在于埃及语ḏзf、科普特语jouf（SB）或定性词形jou（B）（“燃烧”）之中。尚特莱纳反对将其与梵语“燃烧”一词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做法。

另外一个与ḏзἰ相关的词群是围绕ḏзἰs（“辩论、争论、内战”）组成的。这些词为[image: ]
 （H）（“战争”）一词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至少是与“家庭内部的竞争”有关的。
(35)

 将这一希腊语词汇追溯到ḏзἰs，存在着难题，这在荷马史诗中有所体现，即它只以宾格形式[image: ]
 出现。尚特莱纳认为dēris一词源于一个印欧语词根，它可见于梵语-dari-（“分离……之人”）。尽管如此，埃及语词源ḏзἰs由于它的语义类似，便不应该被抛弃。

因为有名词后缀-w，ḏзἰsw的词义是“辩论者”。这很可能就是Θερσίτης（忒耳西忒斯）字首词素的起源，他向围攻特洛伊的酋长们提出挑战，被奥德修斯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36)

 考虑到这种背景，这一词源无疑要比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提出的“勇气之子”的说法更为合适。

埃及语ḏзmw的意思是“年轻人、军队”。它为τόλμη（6）（“勇敢的、大胆的”）一词提供了合理的词源。尚特莱纳就前人对这一词汇的结构分析做了论述。他和他的前辈们都没有发现任何印欧语的同源词。

闪米特语词汇

闪米特语中有大量的拟声词，它们都是基于带有“大声喊叫、号叫”这一基本词义的词根√＞lh和√hll构成的，或者在欧洲语言中写作alleluia。希伯来语＞ålåh有“诅咒、哀号”的意思。阿卡德语alâlu和阿拉伯语hal的意思是“高兴地呐喊”，但后者也可能指“惊恐地叫喊”。希腊语ἀλαλά（6）的意思是“大声地喊叫”，有时是指“作战时的呐喊”，有时也指因极度的痛苦而哭叫。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提出这种喊叫是“远非流利连贯的讲话”
(37)

 。尚特莱纳认为，不仅alala和它的一个派生词ἀλάλυγξ（“呜咽、哭泣”）有可能是这样，并且ὀλολύζω（H）和ἐλελευ̑（5）也有可能是这样。V1
 l V1
 lV1
 这一形式毫无疑问是广泛分布的，尚特莱纳还在梵语发现了alala一词的相似词。尽管如此，它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是从闪米特语中借入希腊语的。

闪米特语名称Aramu（阿卡德语拼写）和[image: ]
 （希伯来语拼写）有可能是埃及语‛зm（“亚洲的”）一词的词源。
(38)

 它指的是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地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沙漠，该地区的居民是[image: ]
 （阿拉姆人）。希腊语[image: ]
 （H）的意思是“人迹罕至的，关于人类和地方的，沙漠”。尚特莱纳对其词源的评论是“完全不清楚”。

尚特莱纳将ἐνοπή（H）的词义解释为“战士们的呐喊”，后来为“战斗”，尚特莱纳认为该词起源于[image: ]
 ，而后者又源于一个与ἔπος（“词语”）相关的词根*wekw
 。似乎，将它的词源追溯到闪米特语√>
 np（“变得愤怒”）、阿拉伯语>
 anifa以及希伯来语不定式词形>
 ěnop更为简单。

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曾提出希腊语ἀπήνη（H）（“四轮马车”）来自一个西闪米特语词汇，这一词汇可见于乌加里特语词汇>
 apnm（“两轮马车”）。
(39)

 这似乎十分有可能。他也将来自同一的词根的另一派生词视为λαμπήνη（5）（“带篷的马车或战车”）的词源。这一词语演变需要假定这样一个词形*m>
 apn，它带有一个常见的前缀m-，并且从*mappen>
 *nappen>
 *nampen一直演变到*lampen。
(40)

 尽管这一演变过程复杂难懂，但仍然是有可能的。尚特莱纳虽然认识到了apēnē和lampēnē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却不能对其中任何一个词汇做出解释。

√>
 pn的基本词义是“轮子、转动”，它为πήνη（H）（“线轴、线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否定了前人将之与印欧语词根联系起来的做法。他将其与πηνήκη（H）（“一种假发”）联系起来。假发和纺纱之间的关联在许多文化中都是常见的：托比·贝尔奇爵士（Sir Toby Belch）形容其好友安德鲁·埃格切克（Sir Andrew Aguecheek）的头发时，这样讲道：“它下垂的样子像是纺纱杆上的亚麻。”
(41)



亚非语词根*>
 arVḫ指的是“一种牛”。
(42)

 乌加里特语>
 arḫ和阿卡德语arḫu的词义是“野牛、小母牛”。这与阿卡德语>
 arâḫu（“迅速、加速”）和ereḫu（“前进”）相关联。迦南语动词>
 rḥ的希伯来语词根是>
 åraḥ（“漫步、旅行”），其未完成时形式是ye>
 ěroḥ。
(43)

 这一词群中的一个西闪米特语词汇似乎是希腊语ἔρχομαι（H）（“来、走、前进”）最明显的来源。
(44)

 这一动词是很奇怪的，因为它只有一个现在时词干替代了印欧语[image: ]
 。这一事实表明它是一个借用词。尚特莱纳探讨了erkhomai一词的一些印欧语词源，但表示它“没有确定的词源”。

另一个可能来自词根√>
 rḫ的借用词是极富构词能力的词干αρχ-、Ἄρχω（H）（“冲锋在前、首先、开始”）。从ἀρχ一词中延伸出了“酋长、将领”的词义，[image: ]
 一词则开始有“古老的、最初的”的意思。这些丰富的语义拓展似乎是在希腊语内部进行的。然而，ἀρχ-一词的最初词源似乎指的是非洲小母牛。尚特莱纳本人虽然敢于公开指责博伊萨克和施维茨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臆断”。但是他并未提出任何明确的分析。

泛闪米特语词根√>
 rk可见于阿卡德语arâku、乌加里特语的>
 ark或>
 urk、南阿拉伯语的>
 rk和希伯来语的>
 årak或>
 årêk。它的意思是“长的”，而且几乎总被用于形容时间：“持续得，比……活得更，坚持得长久”。
(45)

 希腊语ἀρκέω的基本词义是“保护和满足”。但是，至少是在悲剧作家那里，arkeō一词也被用于表示“持久的、不朽的”。这一词汇还有更早的词义么？尚特莱纳将arkeō与拉丁语arx（“卫城”）和arceō（“容纳、保持”）联系起来。埃尔努和梅耶认为arx也极有可能是个借用词。即使如此，他们依旧接受波科尔尼的做法，将arceō视为一个印欧语支系词汇，例如亚美尼亚语argel（“预防”）。尚特莱纳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来自闪米特语->
 rk这种词源分析仍然存在着合理的可能性。

在阿拉伯语中，词根√>
 rṯ可见于>
 rṯ（“引起纷争”）、>
 irṯ（“灰烬”）和>
 aratta（“点火、挑起战事”）。提格勒的厄立特里亚语词汇>
 arta的意思是“激动的”。还有许多其他词形，例如，带有/š/的>
 araša（“点火、挑起纷争”）、>
 arš（“赔偿、抚恤金”）。这些词有可能是从迦南语借用而来的，/ṯ/转换为/š/。
(46)

 这一类的迦南语词形为ἔρις（H）（“争吵、对抗、激烈的斗争”）提供了极佳的词源。弗里斯克认为先前学者的词源分析“疑点重重”。尚特莱纳则直接称其“没有词源”。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一个亚非语词根*bel（“武器”），但是他们并未将闪米特语词形考虑其中。
(47)

 1967年玛利亚—路易莎·迈尔断言希腊语βέλος（H）（“投射物、抛射物”）源于新亚述语（Neo-Assyrian）和巴比伦语词形belu（“武器”）。
(48)

 另一方面，尚特莱纳将belos归入βάλλω（“抛、放置”）的词条之下。阿卡狄亚语词形δέλλω的存在引导他提出了一个带有一个唇软腭音的原始词形*gw
 elə。他将此与阿维斯陀语ni-grā-ire（“他们被打败”）和吐火罗语klā-（“降落”）联系起来。他的这些做法并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belos与ballō和belu相当匹配。整个希腊语词群不大可能源于它。因此，这些词汇之间的类似要么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要么可能是两个词源融合的结果。

βάρις（“地产、设防的大房子”）一词来自具有相同词义的埃及语pr，这一词源分析在第九章中已经讨论过。
(49)

 在格泽纽斯（Gesenius）编纂的词典中，晚期希伯来语词汇biråh（“城堡、宫殿”）和阿卡德语bîrtu（“堡垒”）被认为是来自印欧语，即伊朗语bâru和梵语bura或bari。埃伦博根（Ellenbogen）否认这种观点。
(50)

 尽管如玛斯—阿诺特所指出的那样，Βύρσα作为迦太基要塞所在地之名而为人所熟知，但是它也指雅典境内的一个地方。
(51)

 在传说中，狄多（Dido）用牛皮byrsa来宣告获得了更多的领土，byrsa显然是一个通俗变化语，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外来语词汇，几乎可以确定来自迦南语。尽管对词尾-sa进行解释并不容易，但是这似乎与biråh或bîrtu有一定的联系。

亚非语中有一个词根*gabar（“雄性/男性”）。
(52)

 希伯来语segolate
*

 词汇geber来自一个常见的闪米特语*gabr。其词义得到延伸，用于表示“强壮的、有力的”。阿卡德语gabru的意思是“对手”。在阿拉伯语中，jabbār的意思是“巨人、巨像、万能的”。希伯来语动词gåbar的意思是“变得强壮或有力量”，名词gibôr的意思是“一个强壮英勇的男人”。尽管斯巴达方言中的大部分专有词汇源于埃及语而非闪米特语，但是不论词根√gbr是如何发音的，它都能为拉科尼亚词汇καββαλιλός（“战士”）提供合理的词源。尚特莱纳猜想该词根起源于假定的*καταβαλικος（“能够使摔倒在地”）。这个词源分析有可能但又不太可能是真的。

词根√gdl（“伟大的”），可见于阿拉伯语、阿拉姆语和希伯来语。带上名词前缀m-后，它变成了migdål，意为“塔”。希腊语μάγδωλος（3）的意思是“哨塔”。尚特莱纳和其他词典编纂学者都同意它源于来源闪米特语的观点。

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指出，希伯来语gəlōm（“包裹全身的衣服”）为希腊语χλαμύς（6）（“外套，尤指军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词源。
(53)

 尚特莱纳将这一词源分析形容为“经不起推敲的”假设，并且他承认khlamys及其类似词汇“词源未知”。

迦南语zåram的意思是“洪水泛滥”，zerem＜*zarm的意思是“拍打房屋墙壁的山区暴雨”。阿卡德语zaråmu的意思是“淹没”。这一闪米特语词源解释了[image: ]
 （5）（“攻击、猛扑向”）一词的主要组成部分。尚特莱纳拒绝先前试图为此词找寻印欧语词源的做法，只是简单称它的词源“未知”。

众所周知的阿拉伯语ḥajj一词的意思是“一次神圣的旅行、朝圣之旅”，塞巴语ḥgg是一个动词，意思是“去朝圣”。塞巴语ḥg的意思是“朝圣之旅”。希伯来语ḥag的意思是“节日、朝圣者的盛会”。阿拉伯语的词根ḥjj还有另一层含义：“去击败、克服、说服或成为称职的权威”。这一含义或许可以解释一个希伯来语的词形ḥåggå>
 ，这一词形可见于《以赛亚书》中，此书中写道：“作为ḥåggå>
 ，犹大之地要到临埃及。”
**

 《钦定本〈圣经〉》（The Authorized Version
 ）将其解释为“令人震惊的”，《英文〈圣经〉新译本》（New English Bible
 ）将其解释为“恐怖”。它怎么可能成为一个“领导者”？ηγεμών一词的希腊语ηγέομαι（H）的意思是“冲锋在前、指导、领导”。埃尔努和梅耶将hēgeomai与词根*sāg或*səg联系起来，后者可见于拉丁语sagio（“预知未来”）、赫梯语šakiya（“呈现征兆”）和爱尔兰语saigim（“去寻找、搜索”）。这些词语显然构成了一个印欧语的语言支系，但hēgeomai包含其中吗？候选的印欧语和闪米特语词源在语义上都不太可信，但后者的确有可能。

[image: ]
 （H）（“牺牲、精神、勇气”）源于迦南语ḥayyîm［“生活（并且带有血液的含义）”］的词源分析，已在第十四章中探讨。
(54)



在阿拉伯语中，hamā或hamy的意思是“去保护、守护”。在阿卡德语中，emu的意思是“去包围、守护”。乌加里特语中的h̩my和h̩mt以及腓尼基语中h̩myt复数形式，都表示“屏障”。希伯来语h̩ômåh的意思是“保护壁垒”。希腊语αἱμασιά（H）的意思是“围绕、砌石、砖墙”。尚特莱纳写道：“如果这一类中的某个词汇有一个确定的印欧语词源，这将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通常情况下，闪米特语或埃及语/h̩/被希腊语转写为/h/，但是它也可能被转写为/kh/。因此，看到名词[image: ]
 （5）（“沙丘、台阶、堤坝”）和动词χώνννῡμι（5）（“堆起、修梯田”）时，就毋庸惊奇了。尚特莱纳并没有提及它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词源分析。
(55)



词根√ḫnh的意思是“去弯腰、露营”，乌加里特语中的地名Mḫnm和希伯来语Maḥǎnayîm的意思是“两个营地”。在第一卷及其他地方，我探讨了名称[image: ]
 源于这一词根。
(56)



卡尔·布鲁格曼论证，当送气符位于字首时——如在ὀιστός（H）（“箭”）中——oi-就不再是一个双元音，而变为前缀o-（他并未对此做出解释）。因此，他将梵语is̩yati（“使运动”）和希腊语[image: ]
 （“箭”）联系起来。
(57)

 因为希腊语阿提卡方言中的重读音是οἰστός，所以卡尔·布鲁格曼的判断可能并不那么可靠。与布鲁格曼不同的是，正如在前几章中论证的那样，我更倾向于将希腊语中的-oi-视为一个标识，表示该词是源于含有圆唇辅音Cw
 的词源的借用语。
(58)

 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语ḥaz̩wa（“小短箭”）、乌加里特语h̩z̩和希伯来语的h̩ês̩i或ḥis极有可能是“箭”的意思，而且源于早期的*ḥW
 ez̩或*ḥW
 es̩。这一推论得到了阿卡德语词形us̩s̩u辅证。保罗·拉加德提出oistos源于ḥis，但是莱维基于后来布鲁格曼提出的观点反对这一提议。
(59)

 尚特莱纳并没有质疑布鲁格曼的观点，但是他对oistos下结论说：“它可能是一个借用词的变体。”

这一词源问题，因ios（“箭”）和[image: ]
 （H）（“赶牲口的刺棒、植物的刺、毒刺”）的存在而变得复杂。尚特莱纳将其与立陶宛语aistrà（“狂暴的情感”）做比较。它们在语音和语义上的惊人相似使其很容易与oistos联系起来。另一个词汇就无疑要与[image: ]
 （H）（“射击、投射”）相关联。尚特莱纳认为该词词源“不确定的”。他反对该词与梵语vevijyáte（“撤退”）在语音和语义上进行任何联系的做法；单就语音而言，尽管语义的相似词汇十分丰富，但与αἰολος（“充满活力的、快速的”）一词联系起来的话，就会被称为黄蜂和家蝇。总而言之，将oistos、oistros和aissō视为一个词群并认为它们源于*ḥW
 es̩，显然是合理的。

希腊语ἅρπη一词源于闪米特语词根√ḥrb（“剑”），这一问题在第八章中已经讨论过。
(60)

 尽管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并未提到它是一个亚非语词根，但是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中显然有一个共同的词根√ḥ/ḫrb，该词根表示一个重要的收割工具——镰刀。这一工具的原始形式是由自然物即动物的下颌骨制成，在表示埃及语ḫзbb或ẖзbb（“弯曲”）的双写义符（the doubled determinative）[image: ]
 （F19）中依旧可以看到它的残留形象，这一义符显然与ẖзb（“镰刀”）有密切联系。
(61)

 在许多文化中，收割和杀戮敌人有显著的联系，从参孙（Samson）“给我一个驴子的下颌骨，我可以杀死一千个人”的骄傲到克伦威尔“上帝让他们成了我们剑下的残茬”的夸耀，都有所体现。
(62)

 因此，毋庸惊奇于闪米特语词根√ḥrb（“剑”）和希伯来语动词ḥårab（“去攻击、击倒”）可见于阿拉伯语词汇ḥaraba中。当然，我们也极有可能将√ḫrb误认为√ḥrb，将动词ḥårêb、阿拉伯语ḫariba和阿卡德语ḫarâbu（“使变干、浪费、使荒废”）混淆。这两个词源合并为迦南语√ḥrb，它显然为ἁρπάζω（H）（“掠夺、攻击、抢夺”）一词提供可能的词源。

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在1981年提出，希腊语ῥομϕαία（3）（“长剑”）也源于这一词根。
(63)

 尚特莱纳也探讨了一些类似于-aia的词尾，但是他认为这个词汇也是一个借用语。

希腊语ἅρμα（H）（“暴动”）源于闪米特语词根√ḥrm，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一问题。
(64)

 此外，这一问题在第三章中也提到过，我将在第二十一章中再次论述这一问题。
(65)



使役动词词形hiphil的词根是√t>
 wl，意思是“降低”。它的被动式词形hophal的意思是“被降低、被淹没”。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t̩lm（与阿拉伯语中的＜√z̩lm一样？）以及古兹语√t̩lm都带有词尾-m，它们的意思均是“去压迫、损害”。尚特莱纳没有给出θλάω（H）（“去谋杀、压坏”）一词的词源。源于词根√t̩lm的词语演变或许极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从词法上看，词尾-m的消失可以被解释为它是从不定式词形thlân或第一人称复数词形thlaomen演变而来。√t̩lm或许是[image: ]
 （H）（“去压迫、战胜”）一词直接或间接的词源。尚特莱纳将它视为thlaō和[image: ]
 （“去压坏、压迫”）混合的产物。实际上，这两个动词有着极为类似的发音和意义，这也就表明它们有某种关联。但是，谁对谁产生了影响较难判定。Phlibō一词没有明显的印欧语词源，并且，经过类推，它有可能是从thlibō演变而来。

在第四章中，我已经提到了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的观点，他们认为原始印欧语*k［ho］
 r（e）i（“去购买、交易、以物易物”）源于闪米特语。希腊语中一些更具体的借用语也显然源于西闪米特语。希伯来语kåråh（“通过贸易获得，贸易”）和阿拉伯语kariya（“去出租、雇用”）为[image: ]
 （4）（“备用的雇佣兵”）和“去购买、讨价还价”词义上的καρόω（6CE）的词根提供了极好的词源。καρόω（4）更为常见的词义“喝得醉醺醺的”，似乎源于kåråh（“举办盛会”）。这些希腊语词汇中，没有一个有印欧语词源。

尽管没有被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列为亚非语词根，但是双字母组合√mḫ（“勇敢地面对、战斗”）依旧在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被广泛使用。我在第八章中提到了μόχλος（“杠杆”）源于埃及语mḫзt（“平衡”）。
(66)

 Mḫзt自身源于mḫз（“相称、相等、相似”）。迦南语√mḥr＜mḫr与阿卡德语maḫâru的词义相同，意为“在……前面”。我在第一卷中认为，该词是μέχρι（H）（“直到”）的词源。
(67)

 希伯来语måh̦å＞的意思是“鼓掌”。Mḫ的其他派生词的词义更具有挑衅性：måḥåh（“去攻击、彻底摧毁”）、阿卡德语maḫu（“压坏、压迫”）、måḫâsù（“击穿、伤害、粉碎”）。最后还有måḥaq，意为“完全摧毁、毁灭”。

Μάχομαι（H）（“战斗、作战”）的任何印欧语词源都没有被证实。尚特莱纳怀疑其与有待证实的伊朗语*ha-mazan（“战士”）之间的联系，这一伊朗语词汇是从Ἀμαζών或是由μάχαιρα（“匕首”）重构而来的。希伯来语mɘkeråh（“武器”）和makhaira之间的关系在第七章中已经探讨过。
(68)

 总而言之，没有理由怀疑makhomai的闪米特语词源。

词根√mrd（“反叛者”）广泛应用于诸闪米特语中。阿拉伯语marada的意思是“大胆鲁莽的叛乱”，但mard的意思是脱离伊斯兰的一名叛教者。希伯来语mårad的意思是对神或国王的“反叛”，mered的意思是“叛乱”。希腊语ἀμέρδω（H）的意思是“去剥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剥夺是合法的。它也没有确切的印欧语词源。因此，尽管词首增添元音alpha存在着疑难，但是这一闪米特语词源是明确无误的。
(69)



阿拉伯语naky的意思是“被击败”，nika＞ya的意思是“受伤”。希伯来语ˆnåkåh的意思是“重击”，其被动或普通被动（niphal）完成式词形是nikkåh。尚特莱纳认为[image: ]
 （H）（“争论、争斗”）的词源是不确定的。他对将该词与拉脱维亚语nikns（“严重的、剧烈的”）联系起来的尝试和波科尔尼将它与νί̄κη（H）（“胜利”）联系起来的做法，表示怀疑。
(70)

 尽管两者在语义和语音上具有不确定性与疑难，但是在缺乏印欧语词源竞争的情况下，neikos显然极有可能源于一个闪米特语词源。

闪米特语词根√<
 zz出现在许多语言中：阿拉伯语<
 azza和<
 izza的意思是“成为强有力的”；阿卡德语ezezu和ezzu的意思是“凶悍的、狂暴的”；乌加里特语和腓尼基语<
 z，以及希伯来语[image: ]
 的意思均是“强壮的、残忍的”。这些词汇为荷马史诗中的αἰζηός（“猎人或战士所具有的旺盛精力、强健体力和非凡勇气”）提供了极佳的词源。尚特莱纳认为这一该词词源未知。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发现了一个原始亚非语词根*pal（“切开、裂开”）。
(71)

 “裂开、分开”词义上的-pl-在阿拉伯语和亚拉米语中存在着同源词。古兹语fälägi的意思是“沟壑、河流”，阿卡德语palgu的意思是“河渠”。博姆哈德重构了诺斯特拉语词根*p［h］
 ily-*p［h］
 ey。
(72)

 我们在第十三章中已经讨论过边擦音/ɬ/及其衍生音/s/或/l/，并且闪米特语和埃及语中的证据都证明*paɬ是原始词形。
(73)



阿拉伯语fala>
 和希伯来语pålåh意为“被分离开、被区分开来”。在这两种语言的类似词汇中，附加成分构成了双字母组合*pɬ。希伯来语pålah和阿拉伯语falaḥ的意思都是“劈开”。我在第四章中探讨一个可见于阿卡德语pilaqqu（“斧头”）的闪米特语词形借用到原始印欧语中时，讨论了√plq有这样的一个引申。
(74)



此处讨论的延伸词形是√pɬg。希伯来语pålag（“劈开、分开”）在阿拉伯语和阿拉姆语中都有同源词。古兹语fälägï的意思是“沟壑、河流”，阿卡德语palgu的意思是“运河”。在第八章中，我建议埃及语tзš（“分界线、运河”）应被视为thalassa（“海洋”）的词源。
(75)

 在这里，我认同玛斯—阿诺特的观点，他认为√plg的一个发音法是πέλαγος（H）的词源，πέλαγος（H）是作为“海洋”使用的频率第二高的希腊语词汇。尚特莱纳考虑过pelagos同πλάγιος（“倾斜的”）有关联，并由此与拉丁语plāga（“开阔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本人与埃尔努、梅耶都对这种关联持怀疑态度。尚特莱纳提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与一个有待证实的词根*po
 lə（“房间、空间”）相联系。

许多学者研究并推测希伯来语pῐlegeš与希腊语παλλακή或παλλακίς（H）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它们的意思都是“情妇”。
(76)

 哈伊姆·拉宾将其视为希伯来语中的一个印欧语舶来词。
(77)

 约翰·佩尔曼·布朗认为它起源于安纳托利亚语、赫梯语或卢维语。
(78)

 索尔·莱文论证它不可能是希腊语，并猜测它源于阿普利亚（Apulia）和阿尔巴尼亚地区的梅塞皮亚语［（Messapic）关于它的信息几无保存］，该语言属于印欧语；并且，在传入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之前，它经历了“爱琴海语言中未知的非印欧语”的借用。
(79)

 该希伯来语词汇的发音无疑是毫无规律的，这有可能反映出它被借用的来龙去脉。但是，p-l-g结构和情妇的含义如同“切断”或“分离”的词义一样都非常适合被划入围绕双字母组合√pl组成的词群。

埃及语pngз＜*plg，其科普特语词形为pōlč（S）和phōlč（B），当它与义符[image: ]
 （T30）和[image: ]
 （D40）（“强健的手臂”）连写时，意思是“分开、决定、解放、使终结和死亡”。它们都暗含“用刀切断”的词义。
(80)



√pɬg的另一个衍生词形（refex）是√psg。埃及语psš的意思是“划分、分配”。
(81)

 Pšn的意思是“分裂、分开”。在《圣经》中，påsag的意思是“二人之间进行交换”。在后来的希伯来语中，它在被使用时表示“分裂、切断”。这一词义存在久远，可以被地名Pisgåh证实。Pisgåh是一座山，其最为显著的自然特征就是有一个峡谷。希腊语ϕάσγανον（M）（“剑”）几乎可以确定属于这一词群，该词的原始词义是“砍肉刀”。
(82)

 尚特莱纳指出后缀-ανον用于表示工具。他不同意σϕάζω（“割断喉咙”）是词源以及与梵语“剑”是同源词的观点。
(83)

 他不同意这一语言借用的假说，并提到了翁贝托·拉帕洛（Umberto Rapallo）的观点，拉帕洛认为它源于闪米特语√psg。
(84)

 拉帕洛认为√psg源于词根√ptg，这一词根在阿拉姆语和阿拉伯语中得到证实。该词根或许导致了迦南语**√pšg的出现。这个词源分析所面临的疑难不只是这一词形尚未得到证实（√pśg也是如此），还有是/ś/而非/š/与/s/融合在了一起。当腓尼基语中的/ś/与/š/相融合时，希伯来语中的/ś/也与/s/融合在一起。例如《圣经》中的påśåh（“传播”）与后来的词形påsåh以及påśaq（“张开”）与更后来的påsaq（“切断、切开、劈开”）。因此，尽管phasganon源于词根√psg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词根√psg本身的原初词形极有可能是*pśg并且最终是√pɬg。

[image: ]
 是“箭上的圆形缺口”的拉科尼亚语名称。尚特莱纳认为其前半部分源于κάννα（“芦苇”）。至于这一词汇的闪米特语词源，详见第十七章。
(85)



海因里希·莱维在1928年提出荷马史诗中的一个罕用词καται̑τυξ（“没有羽饰的皮革头盔”）有可能源于闪米特语词根√qt̩t̩。
(86)

 阿拉伯语qat̩t̩的意思是“切开、切断、削减、修剪”。希伯来语的qot̩被认为与其有一定的联系。尚特莱纳认真地考虑了这种可能性。

希腊语词汇中有一个不易识别的词群：κοσύμβη（“牧羊人的外套”）、κοσσύμβη（“发网”）、κότθυβος（“军事装备的组成部分”）。尚特莱纳分析了前两个词汇，它们给人们的印象是流苏或带有流苏的外套。中间的辅音字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源于闪米特语字母/s̩/
*

 的尚未确定的借用语。实际上，这一词根可见于阿拉伯语、阿拉姆语和新希伯来语（New Hebrew）的√qs̩b［“去剪掉、剪切（被剪过的羊）”］。有人发现在晚期希伯来语中有qis̩bê hårîm这样的词组。Qis̩bê的意思有不同的翻译，如“山顶、山底、山谷、山脚”。
(87)

 考虑到词根√qs̩b与“剪羊毛”之间的联系，“山脉边缘”似乎是一种更好的翻译。因此，*qås̩ub的被动分词词形为以上三个希腊语词汇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认为它们“没有词源”。

闪米特语的常见词根√r>
 s（“头、首领”），在阿拉伯语中为ra>
 s，在阿卡德语中为rêsu，在乌加里特语中为r>
 is，在希伯来语中为ro>
 š，在腓尼基语或布匿语中为rus。希腊语ῥησός（5）的词义尚未确定。不过，学界内一致同意ἀρχος的词义是“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它极有可能是一个古老的借用词，这一借用词源于古风时期的ra>
 s，经过了ā＞ē的发音转换。

迦南语√śbk的意思是“使交织”，śɘbåkå的意思是“网格结构、网状物”。希腊语σαμβύκη（4）的意思是：（1）一架三角形的竖琴，这架竖琴有四根弦；（2）一个攻城机械（siege engine），可能是有一个类似的形状。考虑到词首s-和许多其他有闪米特语词源的乐器的希腊语名称，尚特莱纳将其视为一个“确定的”来自东方语言的借用语，但是他引用了伊米莉亚·马森的观点，马森一再反对先前的闪米特语词源分析。
(88)



在第十三章中，我讨论了συλάω和σκύλα（“去掠夺、剥夺、抢劫”）这些词语组成的一个词群，以及它们的闪米特语词源。
(89)



小结

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拉帕洛在1970年声明：“荷马史诗中表示‘剑’的名称有’ϕάσγανον、ξίϕος、ἄορ和μάχαιρα，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与其他印欧语言有确切的关联。”
(90)

 他所说明的这些提供了可靠的例证，证明phasganon的闪米特语词源和xiphos传统的埃及语词源。Aor也可能是一个埃及语的派生词。
(91)

 在第七章中，我已经讨论过有关makhaira的难题以及它最终的埃及语词源。
(92)

 因此，荷马史诗中表示剑的名称不仅不是印欧语，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它极有可能是亚非语。相同的情况也适用于赫西俄德著作中的harpē（“镰刀和弯刀”）。
(93)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剑是在青铜时代晚期出现的一个新型的“奇妙武器”。较早期的英雄如赫拉克勒斯使用了一种棍棒，其后的英雄们使剑的获得和使用变得重要，他们用剑击败那些没有剑的敌人，其中尤以忒修斯著名。
(94)

 这些传说被一幅派罗斯壁画形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群穿着短褶裙、穿戴着胫甲和迈锡尼头盔的士兵，挥舞着利剑，攻击那些穿着兽皮并且几乎手无寸铁的敌人。
(95)



专有名词敞篷双轮战车（chariot）是青铜时代晚期另外一种新奇武器，这个专有术语有较少明确的亚非语构成因素。Harma（“敞篷双轮战车”）有可能源于闪米特语或埃及语，相关内容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中讨论。
(96)

 我在第十二章中探讨了heteros源于埃及语ḥtr，heteros与坐在敞篷双轮战车中的两个人有关联。
(97)

 另外一个与马匹和敞篷双轮战车有关的术语的词源有点难以辨别。很有可能是一位印度—雅利安语族群的战士阶层在叙利亚北部发明了双轮马拉战车，它才在希腊语中留下了痕迹。
(98)



希腊语中最重要的唯一一个军事词干是stratos（“营地”），它有众多衍生词形，很显然，它源于埃及语sḏrt。
(99)

 闪米特语对希腊语军事词汇产生了诸多重要影响，erkhomai（“行军”）和arkhō（“领军前进”）源于词根√＞rḫ，只是其中两个例证而已。

在本章之初，我探讨了我所认为的两种能够传播军事语言的主要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征服，第二种是通过军事技术上或组织上具有优势的声望。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在这个语义场中对希腊语的渗透尽管的确允许第一种方式的存在，但是它们无须采用第一种方式。然而，第二种方式是必要的，并且根据我们通过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对公元前2千纪的历史发展的了解，我们对此不会感到惊奇；因为，相对于爱琴海而言，叙利亚和埃及在财富上、实力上和与物质文化上处于优势。


 船舶

在第二卷中，我提到了财富优势从希腊北部大的小麦种植平原向南部和东部滨海地区与岛屿的转移。这一转变发生在公元前5千纪或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
(100)

 因为希腊文明与海洋密切相关，并且有赖于它。因此，我们会猜测到，这个语义场中存在着大量的地区特征明显的词汇。例如，希腊语中表示“海洋”的词汇有θάλασσα、πέλαγος、πόντος、Ωκεανός和ἅλς。Thalassa和pelagos分别源于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中表示运河的词汇，对它们的词源演变的论证在这一卷中已经做出。
(101)

 对于和海洋有密切关系的族群而言，认为海洋是障碍的观点有些自相矛盾，但这种观点得到了ἰσθμός（H）（“地峡、海峡”）明显可能源于sdmἰ（“附属物/连接物”）这一事实的证明。
(102)



我在第二卷中提出，pontos源于埃及语Pwnt（“距离北方和南方遥远的土地与将它们隔离的的海洋”）。
(103)

 在这一卷里，我也注意到了迈克尔·阿斯托的观点，他认为俄刻阿诺斯（Okeanos）这个名称是由苏美尔语*A ki an（“陆地和天堂的水”）构造的。
(104)

 唯一具有印欧语词源的同义词就是源于词根*sal（“咸的”）的hals。希腊语同亚美尼亚语和印度—雅利安语一样，缺少词根*mar/mor（“海洋、水域”），这一词根可见于拉丁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总而言之，显而易见的是，希腊语中与海洋相关的词汇极为丰富，并且表示海洋最频繁应用的词汇显然有可能源于亚非语。

希腊语中与航海相关的词汇甚多，其中显然可能有亚非语词源的词汇数量也是惊人地多。我们来开始探讨一下它们的埃及语词源。

埃及语词汇

切尔尼和维奇赫尔都同意从bnyt（“石磨的下半部分磨石”）经由*ebnῐyet＞*ewnῐyet到科普特语euni这一演变顺序。他们认为希腊语εὐνη（H）源于该词，εὐνη（H），既表示“床”，也指“石头、锚”，即用于停泊船只的带孔的大石头。

年轻的阿道夫·埃尔曼对希腊语中存在的埃及语借用语进行全盘否定，但承认存在着一个仅有的例外：[image: ]
 （5）（“埃及使用的平底船”）源于晚期埃及语和乌加里特语br（“近海航船、船舶”），它在科普特语中写作baare。
(105)

 后来的学者从未对此提出质疑。

πρύμνη（H）（“船尾”）源于*pзrmn的词源分析，已在第九章讨论。
(106)



Dmἰ的意思是“连接”和“依附”，其使役动词词形sdmἰ在上文谈到isthmos时被提及过。此外，*pз sdmἰ（“依附”）为[image: ]
 （H）（“船绳”）和πεισμάτιον（“绳索”）提供了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自信地重构了词形*πενθσμα，并将其与梵语badhnāmi和哥特语bindan联系起来。这种延伸由于字首唇音的不一致性而变得不太可信。

Πτακάνα（2CE）的意思是“船上用的席子”。来自瑙克拉提斯（Naukratis）的智者波鲁克斯（Pollux）写道，它和κάννα（“芦苇”）是同一词汇。
(107)

 甚至伊米莉亚·马森也接受kanna源于迦南语qåneh（“芦苇”）的观点。要承认Πτακάνα（2CE）源于*pзknh还需要两个前提：首先qåneh是从闪米特语被借用到了埃及语，其次我们可以忽略希腊语中的词首p-和pt-之间的交替。这两个障碍中的任何一个看起来都非常难以克服。

在现代埃及语阿拉伯语中，rūmis的意思是“用罐子做成的筏子”。它源于科普特语rams和世俗体rms。雅罗斯拉夫·切尔尼坚决主张这一词形源于希腊语ῥωψ和ῥωμσιν。其他所有学者都认为词语演变的方向相反。
(108)



埃及语ḫ‛w有广泛的词义：“武器、家具、船的装备、器具”。在晚期埃及语中，它的词义甚至包括“篮、水桶”。希腊语[image: ]
 （5）的语义与它是非常相近的：“容器、器具”。它的复数形式[image: ]
 指的是“各式各样的器具，即用于房屋、养殖、履行、装备和航海的器具”。埃及语/ḫ/和希腊语/sk/的对等性，详见第八章的相关内容。
(109)

 尚特莱纳否定了先前所有的观点，并简单总结为skeuos没有词源。

[image: ]
 （“粗绳、绳索”）源于sšnw（“粗绳、绳索”），这个问题将在最后一章中进行讨论。
(110)



赛勒斯·戈登在1955年提出，埃及语sqtt/w（“一种船”）是ἄκατος（“快速的灯船”）的词源。切梅林伊在约20年之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111)

 尚特莱纳推测它有可能是一个借用词。

šdw（“众多木筏”）为[image: ]
 （H）（“木筏”）提供了极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将它与多用途的ἔσχον（“我拿着”）联系在一起。

῎Ικρια（H）（“船头到船尾甲板上的脚手架”）和拉科尼亚方言中的[image: ]
 （“质量劣等的船”）可能都是源于kзi（“努比亚式的船？”）。

[image: ]
 （3）（“绳索”）源于tpt（“绳、索”），这一问题将在第十七章中进行讨论。
(112)



Τράμπις（3）（“野蛮人的船”）被认为源于埃及语”tзb（“容器或碗”），详见第十五章。

希腊语Δόλων（“船首斜桅”）源于埃及语ḏзt/ḏrt，这一问题已在前文探讨。

闪米特语词汇

希腊语ὀθόνη（H）（“上等的亚麻布、风帆”）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源于闪米特语>
 ēt̩ūn（“线、纱、上等的布料”）。在晚期希伯来语中，其词义还包括“粗绳、细绳”。威廉·施皮格尔伯格在1907年提出，>
 ēt̩ūn本身起源于埃及语idmi（“红色亚麻布”）。
(113)

 包括伊米莉亚·马森在内的希腊词典编纂学者们都接受这一系列的词语演变顺序。
(114)



希腊语中的Biblos或Byblos借用的是迦南语的城市名*Gw
 ebl或*Gw
 ibl，我在第五章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
(115)

 βύβλινος（“用纸草做成的船绳”）在《奥德赛》中出现过。
(116)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提出了两个亚非语词根*gulul。一个解释为“球”，另一个解释为“容器”。
(117)

 后者在闪米特语中的词形可见于阿卡德语gullu（“圆盆”）、乌加里特语gl（“杯子”）和希伯来语gullåh。
(118)

 学界普遍认同希腊语γαυλός（5）（“容器、碗”）源自这一词形。尚特莱纳同意[image: ]
 （“一种船”）可能与γαυλός有联系的观点。他提到赫西基奥斯曾写道：“他们称腓尼基人的船为γαυ̑λοι。”尚特莱纳继续写道：“这可能不足以使他人同意莱维的观点，莱维认为其源于一个腓尼基语或闪米特语的词源。”
(119)

 尚特莱纳更倾向于将γαυ̑λος与古高地日耳曼语kiol（“容器”）、希腊语γωλεός（“洞穴、洞、巢穴”）和γύαλον（“杯子”）联系起来。传统学者习惯于把gōleos与立陶宛语guôlis（“巢穴、窝”）联系起来。这可能为水杯和壶穴间语义上的联系提供了例证。考虑到γαυλός和γαῡλος与闪米特语之间的明确联系，认为gōleos和gualon有一个亚非语词源似乎是合理的。实际上，有两个亚非语词根存在并提供了完美的语音上的与合理的语义上的原型：*gol/gw
 al（“圆形的、阴道”）。
(120)

 这与gulul之间的联系恰巧与词根*qd的埃及语衍生词相似，这一词根的意思是“圆、罐”。
(121)

 因此，gōleos和gualon在亚非语和印欧语中都存在可能的词根。但不能确定哪个更有可能是。

乐意承认γαυλός（“碗”）有一个闪米特语词源，却回避[image: ]
 （“小船”）也是这样；与这种情况类似的是，承认souson（“百合花”）有埃及语词源，却否认souson（“船的绳索”）的埃及语词源。这再一次说明，词典编纂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是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

泛闪米特语词根√kbr有许多元音化形式，包括阿卡德语中的kabâru（“巨大的”）以及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相同词义的[image: ]
 。众所周知源于Kabiroi/Cabiri的词根在先前的章节中已经探讨过了。
(122)

 在诸多阿拉伯语词形中，存在着kubrā（“更大的、更老的、级别更高的”）。根据尚特莱纳的观点，希腊语κυβερνάω（H）（“开船、驾驶敞篷双轮战车”）“没有词源，而且有学者推测它是一个借用词”。许多派生词——κυβερνητήρ（H）（“舵手”）、[image: ]
 “伊希斯的一个别名”和κυβερνήσια“船长们的节日”——表示“更大的、更老的、级别更高的”，拉丁语gubernō（“驾驶、操纵”）的词义是从希腊语借用的。从caput“头部”到“captain”（“船长”）的发展是与此相似的一种演变顺序。考虑到语义上的匹配，既没有印欧语的竞争者，亚非语和印欧语中也都没有多于三个辅音的单词（除非是重叠词造成的结果），我相信将/n/仅视为一个后缀是无可非议的。

切梅林伊提出了一个可能真实的观点，该阿卡德语词汇的迦南语转写形式，可见于乌加里特语eleppu（“轻型船只”），这一乌加里特词汇是λέμβος（2）（“独木舟、小船”）的词源。
(123)

 尚特莱纳则认为该词“没有词源，可能由借用而来”。

我在第七章中提到了迦南语“盐”中的闪米特语词根√mlḥ，并将之与希腊语malakhē和拉丁语malua“锦葵”联系起来。
(124)

 “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这一词义的√mlḥ，可见于阿卡德语malāḫu和希伯来语mallåḫ（“水手”）。尚特莱纳否认赫西基奥斯给出的解释，赫西基奥斯认为[image: ]
 的意思是“水手”。切梅林伊支持这位古代作家的观点，反对尚特莱纳的看法，他认为这一词汇应该源于闪米特语。
(125)



切梅林伊得出σαγήνη（4）（“巨大的网”）源于一个闪米特语词形的结论，它亦可见于阿卡德语sikinnu（“巨大的网”）。
(126)

 尚特莱纳否定了这一观点：“几乎可以确定，它是一个来自下位层的术语，如ἀπήνη，等等。”切梅林伊对apēnē的闪米特语词根的论证在本章中的先前部分中已经给出。
(127)

 抛开尚特莱纳对如此确定的语音和语义上的相似词汇的怀疑态度不谈，很难理解一个来自下位层的词语是如何能够在s＞h转换之后保留它的字首s-的。

词根√sbl可见于阿卡德语sûbultu（“使垂下”）、阿拉伯语sabala（“使垂下、放下”）以及乌加里特语sblt和希伯来语šibōlet［（下垂的？）“河流、谷穗”］之中。当然，shiboleth/siboleth只是一种方言。
(128)

 下垂的意思与ἀσπαλιεύς（3）（“渔夫钓鱼的线”）的词义相符。该字首增添元音保护该双辅音组合。尚特莱纳认为其词源难觅踪迹，但可能是地中海语言。

尚特莱纳认为σίϕαρος（3）（“在平静海面上悬吊起来的帆”）是一个“没有词源的术语”。在这里，他只暗示该词有一个印欧语词源，因为他写道：它是“一个可能的借用词”。他继而提出了闪米特语词源，并认为这一词源是阿卡德语suparruru阁楼或罩篷的“伸展”。我没有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

结语

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了大量关于原始印欧语*naHw-（“船、容器”）的亚非语词根的观点。
(129)

 其中的任何一个观点都没有主张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汇借用到希腊语后成为基础词汇。大部分的词汇与船只的具体类型和设备尤其是船帆相关，因为大量优质的纺织品在埃及和黎凡特被用于制造粗绳及缆索。考虑到尼罗河三角洲沼泽地中大面积的芦苇和纸草，对此就毋庸惊奇了。但是，从整体上看，希腊语中与航海相关的亚非语词汇在考古学和肖像学上得到了证实：希腊人的航海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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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语义群：社会、政治、法律和抽象词汇


 导语

本章探讨的是在现代大学里被称为社会学科的问题：社会、政治、法律和抽象词汇。希腊文化在这些语义场里被普遍视为或至少被西方人普遍视为佼佼者。在这些主题的许多内容里，现代欧洲语言都借用了希腊语词汇，这表明了它们的认可。因此，特别有趣的发现是，如此多的非希腊语族群熟悉的术语最后都可以追溯到亚非语那里。


 社会

导言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节可以被视为一个“什锦袋”，换言之，其中列出的词源不适合放在其他章节探讨。不过，它们涉及的领域广泛，表明希腊社会的许多侧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亚非语族群的影响。

埃及词汇

我所要列出的第一个埃及语词汇是ἰp（з）t，它是内室的名称。希腊语ἀπάτη（H）表示“哄骗、诡计、花招”，后来指“娱乐、休闲”。它们在语音上极为类似，并且在语义上也有着吸引人的有趣关联。在尚特莱纳看来，它的词源是未知的。

埃及语ἰqr有着广泛的语义，并且所有语义都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极佳的、壮丽的、富有的、优秀的、可靠的”。这个词语为ἀγλαός（H）（“辉煌的、光荣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对此表示不确定，并且他提到了eclat（de rire）（“爆发，尤其指突然大笑”）一个特有词义。他的做法明显不够恰当。

此外，ἰqr还为前缀ἀγα-（“巨大的、壮丽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尚特莱纳对它的词源表示“不确定”。关于aga-，最著名的是它是名字的构成部分，如最为著名的人名Αγαμένων（阿伽门农）。这个名字中的第二部分的词源以及它与埃及语和埃塞俄比亚语的关联在第二卷中进行了探讨。
(1)

 并且，ἰqr（“极佳的”）也为ἀγαιος提供了一个解释，该词是德尔斐的拉比亚德氏族（Labyad phratry）规定献祭的羊羔的描述词。尚特莱纳写道，该词“词义和词源未知”。同样，由于流音/i/被保留，Αἴγλη（H）（“光辉”）便是这样构成的。尚特莱纳也没有为这个词提供词源。

就其本身而言，ἰṯἰ是一个词义范畴广泛的词汇：“抓住、拿/带、拿走、抢夺、超过”。它的衍生词包括ἰṯw和ἰṯз（“窃贼”）。其科普特语词形是ōḏ。维奇赫尔认为它来自主动分词*iāṯiy。在《伊利亚特》中，有两个令人费解的罕用词：αἴητον和ἄητον。
(2)

 两者的语境都与“猛烈的”或“狂暴的”词义相吻合。埃及语复合词ἰṯἰn意指“无序的或不规律的运动”。动词ἀάω（H）指的是“给……带来伤害、不规律地徘徊”。不规律的运动归因于女神阿忒（Ατη），她是ἀάτη或ἄˉτη（“不可理喻的愚蠢、狂暴的轻率”）的人格化。尚特莱纳根据伊奥利亚语词形ἀύτα作为它的根据，提出了一个原始的[image: ]
 。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它与这些埃及语词汇之间的语音类似。不过，这位法国词典编纂学者声称，该词词源未知。由此，考虑到atē与ἰṯἰ以及ἰṯἰn之间存在着极佳的语义吻合，并且它们的语音也存在着合理的吻合，那么就显然没有理由拒绝存在着一个埃及语词源。

切尔尼重构‛зbt（“献祭礼品”）为*‛oзbet。
(3)

 作为形容词，‛зb指的是“令人愉快的、舒适的”。希腊语词汇ὄλβος（H）是“物质幸福、幸福的、繁荣的”。尚特莱纳描述它的词源为“模糊不清”。

克莱因（Klein）将希伯来语‛årēb（“舒适的、甜蜜的”）和《圣经》中的阿拉姆语‛årab（“混合的、被干涉的”）联系在一起。不过，将它视为一个来自埃及语‛зb的借用语更为合理。

Wrἰb，字面意思为“大心脏”，指的是“傲慢、自大”。带着可接受的换位即流音从第二位转换到第三位，这个词汇为ὕβρις（H）（“傲慢”）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词源。切梅林伊根据动词huwap（“虐待”）提出了一个来自假设的赫梯语词形*hu（wa）ppar（“暴行”）的借用词。
(4)

 尚特莱纳和我对此并不信服。

Wзwз，指的是“征求意见、考虑、思考”，而οἴομαι（H）是“相信、考虑”。否定词ἀνώιστος是“不经考虑”。尚特莱纳认为，在这个长长的重构链条——[image: ]
 ——形成之初，这类词形中的sigma是最主要的词素。尚特莱纳承认，它的词源未知。虽然这个埃及语词源不能解释一些合成词词形中的/s/，但除此之外，它在语义和语音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πράττω/πράσσω的最初的词义是“通过”等。它与迦南语påras̩（“突破、突然从子宫出来”）相适合。结尾带有一个软腭音的词根pra-，可见于完成式词形πέπραγα、未来式词形[image: ]
 ，它另外一个词义是“完成、实践”。我相信，复杂的语音会让尚特莱纳和其他词典编纂学者感到困难，它应该和模糊的语义放在一起来分析，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亚非语动词来解释它们。其中的第一个是påras̩，第二个是埃及语bзk（“服务、工作、执行”）。

Prattō完善了表示“做、制造/作”并且带有亚非语词根的希腊语词汇draō和poieō已在第九章中介绍。
(5)



在希腊语代词体系中，第三人称词形的变化极为不规则。在第六章中，我分析了autos，它代替了间接格（oblique cases）。
(6)

 此外，还有“他、她、它”的宾格词形μιν，多利亚语拼写为νιμ。尚特赖纳形容其词源为“模糊不清”。埃及语mn表示“某人、某个人或物”，其科普特语词形为man或nim，可能来自诺斯特拉语词根*məny
 ，可见于印欧语*mann-s和原始亚非语*man、*mayan。
(7)

 在本章稍后内容，我将论证monos（“单独的、独一无二的”）来自同一词根。

在第八章中，我分析了埃及语/m/与希腊语/ph/之间的对应性。一个例证就是，mrw（“织工、奴隶、底层阶级”）翻译为希腊语的[image: ]
 。
(8)

 集合名词mrt（“织工们”）与B类线形文字中的meritewo（“织工们”）极为对应。

词典编纂学者自然将νεᾱνίας（H）（“年轻人、青春”）归到了最古老并且传播最广泛的印欧语词根*nu或*newa（“新的”）的词条之下。尚特莱纳用了很长的一段文字，试图将neanias归入这一词群，但是它没有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似乎更简单的做法是承认，它与印欧语词根不符合，是来自埃及语nḫn（“年轻”）的借用词。

尽管埃及语的中缀-n-变成了希腊语的中缀-m-，但是我找不到一个被承认的n-＞m-的词首变化。尽管如此，语义的准确性使得耶恩斯泰特提出，μοιχός（“通奸者”）来自埃及语nkw（“通奸者”），其科普特语词形为noeik（S）和nōik（B）。
(9)

 尚特莱纳声明，“每个人都同意，μοιχός是ὀμείχω（‘撒尿’）的名词施动词形”。他允许词首o-存在疑问，并且在语义对应上犹豫不决。他的两个论证都有问题，可以通过提出两个词源的混同加以调和。

尚特莱纳未能给πέμπω（H）（“派遣、护送”）找到一个印欧语词源。因此，他倾向于认为它来自“皮拉斯基语”或下位层。不过，可能存在着一个埃及语词源，即ḫpp（“派往”）。中缀-ḫ-=-ø-的许多例子已得到证实，但是ḫ-=-ø-的例子却没有得到证实。在第十章中，我论证了一个类似情况，即年轻的太阳神Ḫprr变成了希腊中的阿波罗。从ḫpp到pempō的演变，是极有可能存在的。

埃及语qmз有很多根本不同的词义：“扔抛、创造、产生、锤成”。这些词义的共同主题显然是“技艺”。不管qmз（“扔抛”）是否指陶匠在陶轮上为陶黏土塑形，制陶都与创造有关联，这可以从对公羊神和创世陶匠神克奴姆（Khnum）和代尔巴赫里描绘的哈特舍普苏（Hatshepsut）的神秘诞生上看到。根据流音换位原则，假设一个交替词形*qзm是可以的。由于缺乏一个印欧语词源来竞争，这个词形为κέραμος（H）（“陶黏土、瓦片、罐子”）（不必定是黏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

在第二卷中，我探讨了传说中的统治者达那俄斯、达那亚人与“海上民族”之间的关系，海上民族被埃及人称为Tἰnзw/Tanaya（塔那亚人）或Dзἰn/Dene（德内人）。
(10)

 达那俄斯传说中的高寿，来自埃及语tnἰ以及更古老的词形ṯnἰ（“老的、老朽的、变得衰弱的”）。有人提出，它来自θνήσκω［“死”（动词）］和θάνατος（H）［“死亡”（名词）］等词汇中的希腊语词根θν。这个观点似乎过于牵强，即便在许多文化中人们不使用关于“死亡”的委婉语。尚特莱纳确实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词源，他暗示这个词源与梵语围绕dhvān-ta“昏暗的”构成的一个词群之间存在着同源关系。两个词源都有可能，但是埃及语词源在语音上同样接近的同时在语义上更为接近。

Ṯзm意为“包裹、外衣、面纱”，其普特语词形为jēme（S） cēme（B）。希腊语θάλαμος（H）将在下一章探讨。
(11)



在第五章中，我倾向于认为忒修斯这个名称来自埃及语ṯsw（“统帅”）。
(12)

 这个作为词源的词汇来自词根ṯs（“捆在一起、集合军队”）。Ṯst指的是军队或被征用的一帮工人。Θής（θητός）（H）是一位“奴隶、雇佣工人、劳力、公民中最底层的人”。在今天的希腊语中，θητεία指的是“兵役”。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未能提出一个词源，不过后者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借用词”。

Dwзwr是“被神化的国王胡须”。在希腊语中δαυλός（H）是“长有浓密胡须的、与宙斯有关的”。尚特莱纳怀疑先前提出的所有词源。

闪米特语词汇

在第八章中，我讨论了>
 ahăbåh（“爱”）、‛ågab（“肉体的爱”）和ἀγαπάω（“爱”）之间的关系。
(13)



Båyay、bî是表示恳求的虚词，用在向上等人讲话的习惯用语中。βαίος（5）意为“微小的、不重要的、卑鄙的、卑贱的”。不存在印欧语词源。

希腊语βάρβαρος（H）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拟声词，用来表示口吃或外国人说的让人无法理解的语言。尚特莱纳举例，称梵语babara-表示“口吃的人”，但是他也列出了苏美尔语bar bar（“陌生人”）和阿卡德语barbaru（“狼”）。不过，他否定了与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认为βάρβαρος（H）是一个纯粹的印欧语。但是他没有提到，几乎所有含有/b/的希腊语词汇都不是来自印欧语。

不过，另外一个闪米特语词源是词根√gwr。Gēr指的是“旅居者、邻居、新来的人、陌生人”。词根中的/w/使得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更早的词形*gw
 er或*gw
 ar。埃塞俄比亚语词汇gw
 argw
 ar（“听不清楚的低声嘀咕”）与不可理解的话语有关联。根据第五章中提出的论证，gw
 argw
 ar可能是在希腊语唇软腭音衰弱之前传入希腊语的，它经常被转写为barbaros。
(14)

 Γάργαρα（“声音嘈杂的人群”）可能是在两种语言中唇软腭音都衰弱之后传入的。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重构了一个亚非语词根*bat-/bit（“砍切”）。
(15)

 在闪米特语中，许多三字母结构都具有相同的一般词义。因此，词根√btl才被假设为“去服务”。传播广泛并且完全一样的看法是*bat-/bit显然是一个被动分词，如词形batul“童贞”男孩或女孩。将这些年幼者归为“砍切”类，暗示着男性割礼，它存在于闪米特语族群已是广为人知之事；并且，也暗示着女性割礼，它可能也存在于闪米特语族群。Μίτυλος（3）和μύτιλος是两个令人费解但又相互关联的希腊语词汇。在一个词义上，它们指没有角的公羊；在另一个词义上，它们指年幼儿童。拉丁语mutilus是从mytilos借用而来，指的是“被切去角的”。因此，和闪米特语的情况一样，人们能够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含有青春和切割双重意义的词汇。语义上的一致性，远远弥补了即字首m-代替字首b-的不足，这种替换现象也存在着其他例证。

Hbr。闪米特语词根√ḫbr的基本词义是“去参加、（使）联合”，但它经常与巫术、偶像和邪恶联系在一起。该词根可见于乌加里特语ḥbr和腓尼基语ḥbr以及希伯来语håbēr（“同伴”）。希腊语ἁβρός（H）的词义是“华美的、雅致的，漂亮的”。它和阴性词ἅβρα因阴柔和“东方”的奢华而联系在一起。学者们早已经发现了阿拉姆语håbēr和这个希腊语词汇之间的联系。
(16)

 不过，E.马森否定了这些观点，他的理由是：上面的这些闪米特语词汇指的不是奴仆，而是同一等级的伙伴，那个阿拉姆语阴性词形是habertta，并且一个出现在米南德时代（the epoch of Menander）即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的阿拉姆语借用词将很难被解释。最后一个理由，听起来挺奇怪；因为：（1）这个借用语不一定来自阿拉姆语，更有可能来自迦南语，ḥbr在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中都存在；（2）在米南德时代，许多阿拉姆语仍然是口语；（3）这个词汇在赫西俄德的残篇中被证实，早于米南德数个世纪。
(17)

 看到尚特莱纳接受了这样繁琐的学术迂腐，不可不谓憾事！

另一个词汇ἁπαλός（H）（“柔弱的、纤细的”）具有同样的词义；并且只要有轻微的改变，便会使语音变得相对吻合。尚特莱纳认为该词“无词源”。闪米特语词根√wqh可见于阿拉伯语waqita（“是顺从的”）和塞巴语wqh［“（亲切地）听”］，它出现在阿卡德语里，为âqû（“顺从的”）。据推测，迦南语词形将会是*yåqah。已经被证实的名词词形yiqhåh，指的是“顺从”。Α̛κούω（7）指的是“听、理解”。尚特莱纳倾向于认为它的词源来自可见于哥特语中的词根hausjan（“听”）。不过，他在字首增添的a-上面遇到了困难，但他将akouō和κοέω（kowo?）（“察觉、理解、听”）联系在一起。这个词被他视为古撒克逊语skawōn（“去观察”），和梵语kavi（“智慧的”）是同源词。尽管akouō和koeō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但其余的构想显然很难立脚。Akouō来自*yåqah的词语演变更是不太可能。

“男孩”作为奴仆使用，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它出现在不同的语言里：例如，法语中的“garçon”、汉语中的“童”（tóng）。阿拉伯语yatim、希伯来语yåtom、阿拉姆语yatmåh都指的是“孤儿、无助的孩子”。ἀτμήν（3）“奴仆、奴隶”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阿拉姆语yatmåh类似的词汇。尚特莱纳描述该词为词源“模糊不清”，并且冒险说“它是一个借用词”。他倾向于认为它来自小亚细亚。

词干[image: ]
 （“虚假的”）来自闪米特语√zwd（“去撒谎、夸张”），见第十四章。
(18)



腓尼基艺术中，一个妇人透过花格窗向外眺望是一个表示恶兆的标准形象，象征着被幽禁。在希伯来语中，“花格窗”的复数形式是h̩ărakîm。在阿拉姆语中，人们会发现h̩ᾰrakå（“窗户”）。希腊语中，ἕρκος（H）指的是“房子由栅栏或砖石做成的围墙，用于狩猎的网状物，等等”，ὁρκάνη（6）指的是“囚犯”。尚特莱纳将该词与拉丁语sarcio（“去缝补、修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它的一般词义是“纺织”。虽然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明显在闪米特语中没有深远的词根，但是它们的确为希腊语词汇提供了一个更有可能的词源，而这个词源是尚特莱纳没有提出的。

̔Ετοι̂μος（“准备的、确信的”）的词源，尚特莱纳解释为“模糊不清”，这一问题已在第十四章中探讨。
(19)



穆斯古姆人（Musgum）使用的中乍得语中有一个词根
*

 kas（“摔倒”），带有一个前缀n-的词形可见于闪米特语、几巴利语和阿拉伯语。另外一个可能的衍生词形带有词尾-l，是希伯来语kåšal（“绊脚、蹒跚、踉跄”），它在动词的使役—衍生变化词形（the hiphil-derived conjugation）中，表示“导致绊脚、带来伤害或毁灭”。希腊语中有κασάλβιον（“妓院”）和κασαλβάζω（“从事娼妓行当”）。词尾咝音仍未被解释清楚，但是基本词汇kasal符合得很好。尚特莱纳将这些词汇归入的词条[image: ]
 （3）［“粗糙的（床）罩”之下］。他接受了E.马森的观点，认为该词有一个闪米特语词源，可见于阿卡德语kasū和希伯来语kəsūt（“覆盖物”）。
(20)



关于希腊语λαός（“人民”）是由西闪米特语√l＞m演变而来讨论，参见第十三章。
(21)



λέγω和λόγος带有多重词义，它们的词源是西闪米特语√lqh̩，该词根也带有多重词义，这已在第十四章中探讨过了。
(22)

 作为对这一探讨的补充，阿拉伯语laqaḥa指的是“使”一个女人“怀孕”。它为令人费解的希腊语动词ληκάω（4）和λαικάζω（4）（“私通、做爱”）提供了一个词源。

λέσχη可能来自闪米特语并且最终源于埃及语，已在第七章中探讨。
(23)



Μάκελλον（1）指的是“市场或屠宰圈”，后来的词义“烧烤、隐居”可能源于拉丁语。毋庸惊奇，词典编纂学者对该词源于闪米特语词源持开放态度，并且尚特莱纳提到了两个可能性。他怀疑莱维的观点，即它源于miklåh［“圈占（地）”］；并且做了一个评注，提出它可能源于广泛存在的闪米特语词根√mkr（“卖、商人”），可见于乌加里特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
(24)

 他没有提到迈尔的观点，即makellon源于闪米特语词根√mkr。
(25)



可见于阿卡德语manû、阿拉伯语manay（“分配、份额”）和希伯来语månåh（“计算、分配”）的词根为μηνύω（H）（“通知、指示、揭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认为该词“无词源”。

词根√ms̩>
 广泛存在于闪米特语中。阿卡德语mas̩eu和乌加里特语以及古兹语ms̩>
 都指的是“到达、得到”。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词形mås̩å>
 还有另外的词义“去寻找、找到”。许多以mas-和mat-开头的希腊语词汇有着类似的词义。词典编纂学者都同意，μαίομαι（6）（“去寻找、追求、到达”）是基于μασ-yo-μαι的一个词形构成的。尚特莱纳为ματέω（6）给出了他的第一个词义“去寻找、追求”。动词[image: ]
 （6）意为“去渴望、以……为追求目标”。它的第三人称单数词形是[image: ]
 ，祈使语气词形是[image: ]
 。尚特莱纳发现了一个与μαίομαι有关联的词汇，但他又指出μαίομαι缺乏一个确切的词源。[image: ]
 显然是迦南语ā＞ō转换之后出现的借用词。

阿卡德语nakâlu指的是“狡猾的、奸诈的”，希伯来语nåkal指的是“狡猾的、骗人的”。一个意联词汇在主动语气（Piel）变化词形中被证实：niklêhem ašer niklû låkem（“他们用来欺骗你的诡计”）。
(26)

 考虑到全世界都认为奴隶是狡诈的，这个词义与希腊语νικύρτας（6）（“天生的奴隶”）有很好的吻合。尚特莱纳仅仅将该词解释为一个来自亚洲语言的借用语。
(27)



许多与哀悼相关希腊语来自闪米特语词根√spd，这个问题已在第十三章中探讨。
(28)



ἀγαπάω（“爱”）来自√>
 gb（“肉体的爱”），这个问题已在第八章中探讨。
(29)



闪米特语√s/n>
 （“敌人”）是ξένος（“陌生人、客人”）可能的词源，这个问题已在第十三章中探讨。
(30)



“休息和闲暇”意义上的σχολή的词源来自乌加里特语šlw和希伯来语šålu或šəlî（“休息、安闲”）中的闪米特语词根。
(31)



腓尼基语šmr、希伯来语šåmar指的是“看守、守卫、保护”。它们为希腊语词汇σαβαρίχις或σαμαρίχη（“女人的性”）的前半部分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后半部分没有这么容易解释。尚特莱纳未给该词提供任何词源。

小结

本卷书所提出的词源，无论是在重要性上还是可能性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本节列举的词汇，在两方面的差异都是最大的。关键性的重要词汇laos（“人民”）来自闪米特语，hybris（“致命的骄傲”）来自埃及语，与它们形成对比的是daulos（“茂密的胡须”）和baios即下等人讲话中的一个不重要的词形的词源。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异，例如从ḫpp到pempō的演变存在可能，埃及语‛зb极有可能演变成了olbos“令人愉快的和兴旺的”，因为两者具有相同的词义。不过，放在一起来看，它们证明了亚非语词汇在希腊社会术语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埃及语和闪米特语族群对希腊早期社会本身的极大影响。


 政治

埃及语词汇

作为前“政治学”教授，我深知在社会和政治之间进行有用的区分是多么困难。我已经设法在那些影响到政策、城市或国家运行的组织和程序与那些没有这方面影响的组织和程序之间画一条界线。

希腊观念中的关键字是̓Ελεύθερος“自由”。ἰr（t）ḫзwt（“庆祝节日”）为它提供了一个不确定的词源，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探讨。
(32)



在埃及语中，iзwt表示“牲口群或人群”，ἰrw/y指的是“向牲口征收的税”。“它给[image: ]
 （5）（‘集会’）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根”。（如尚特莱纳提出的那样，它有多种读法；并且，这些关联词，有些呼吸粗，另一些则不这样。）元音或双元音是多变的：ἀολλής和ἀέλλης。此外，如尚特莱纳指出的那样，也存在着与此相关的其他词汇：ἅλις（H）（“整体上”）和εἴλω（H）。最后一个词汇有很多词义：“关/堵在（人群里）、挤压（橄榄或葡萄）、缠绕、旋转”。里德尔、斯科特和琼斯这些词典编纂学者明确拒绝这些词义有一个大体上的含义即“挤”。“缠绕”（wind）明显不合群，它可以解释为受到了来自动词εἰλύω（“缠圈、拧搓”）的“腐蚀”；εἰλύω像拉丁语volvo一样，来自一个表示“旋转”的印欧语词根。不过，其他词义都可以被归到“挤”的含义之下，并且在数牲口方面很适合有一个埃及语词源。词汇的混同暗示着语言借用的存在。有趣的是，对应于爱奥尼亚语和多利亚语ālēs的阿提卡语词汇是ἀθρόος（“人群、挤在一起的”），该词源于埃及语ἰdrἰ（“畜群/人群”），在第十五章中已提及此问题。

ἰrr（“作恶者”）、ἰrrt（“工作”）为荷马史诗中的词汇εἴρερον（“奴隶制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尚特莱纳拒绝该词与拉丁语servus之间的任何关联，并且也怀疑其他所有观点。

αῑσα（“分享的部分、天命”）、ἄξιος［“对等的、抗衡（力）”］和ἴσος以及前缀ἰσο-（“平衡、水平、平等”）来自ἰsw及其科普特语词形asou（“奖赏、补偿”），已在第十二章中讨论。
(33)



ἴδιος（“头脑简单的、经验不足的普通公民”）源于埃及语ἰd（“孩子”）的观点，已在第九章中提出。
(34)



ὄχλος（“群氓、大众”）来自‛šз（“数量巨大的、令人讨厌的”），已在第八章中提出。
(35)



βασιλεύς（“高级官员”和后来的“国王”）来自埃及语pзsr或pasiyara，已在第九章充分探讨。
(36)



Rḫ指的是“知道”，作为名词，表示“智慧”。Rḫt指的是“学问和数字”。在晚期埃及语中，rḫ也被证实具有“做记录”和“列表”等词义。世俗体rḫ和科普特语rōš（S）、raš（B）包含有“测量”和“证实”等词义。词干λαχ-可见于Λαγχάνω（“抽签”），该词经常在希腊政治中得到使用。在神学层面，λόγχη、λάχος和Λάχεσις都指的是“命运”。

[image: ]
 在B类线形文字写作karuke，词典编纂学者们认为，它源于一个可见于梵语kārú（“诗人、歌手”）的印欧语词根。除去词义相距甚远，kārú缺少一个词尾-k，这也是一个问题。闪米特语词根√qr‛（“呼叫”）符合成为该希腊语词汇词源的条件。一个更有可能的词源是被频繁证实的埃及语短语qзḫrw（“洪亮的声音”）。有趣的是，《伊利亚特》中最先提到了两个传令官中的一个，名叫Eὐρυβάτης，他被描述为“臂膀粗壮，皮肤黝黑，头发卷曲”。
(37)

 传统观点或老套观点认为，非洲人声音洪亮并且富有节律，这种情况又见于穆罕默德（Mohammed）选择黑人毕拉勒（the Black Bilāl）担任第一位宣礼员（muezzin），召唤信徒礼拜。

ἔθνος源于ṯnw（“数字、编号”）和ṯnwt（“统计牲口、囚犯等”），已在第八章中讨论。
(38)



在第十二章中，我讨论了dmἰ（“市镇、村庄”）和dmἰw（“市镇居民”）是δήμος（其B类线形文字拼写为Damo）的词源。

闪米特语词汇

在前一章中，我讨论了闪米特语词根√>
 rḫ和它在希腊语中的反映词形ἀρχ-是许多重要的政治词汇如ἀρχός（“族长”）、ἀρχή（“政治权力”）以及ἄρχων（“行政官员”）的词源。
(39)



希腊语κοινός（H）（“共同的、公众的、公正的”）源于迦南语√kwn（“建立、纠正”）的词源分析，已在第五章探讨。
(40)



在《圣经》希伯来语中，人们会找到动词pålal（“仲裁、判决”）。在晚期希伯来语中，存在着名词pilpēl（“具有辩论技能的人”）。奥德修斯使用了Φοίνικεςπολυπαίπαλοι（“诡计多端的腓尼基人”）这样的词汇。
(41)

 修饰语-paipaloi与pilpēl极为吻合。由于πέρπερος（2）（“自夸的人、故作聪明”）只是在晚近的时候得到证实，尚特莱纳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来自拉丁语perperam（“歪斜的、相反的、坏的”）的借用词。尽管这个拉丁语词源在语音上稍好一点，但是从语义上看，闪米特语词源更合适。

我认为βούλη（“集会、议事会”）源于迦南语qåhål（“集会”），参见第十四章。
(42)



几乎可以确定，闪米特语中的常见词根√r>
 s（“头、首领”）的发音最初为ra>
 s，就像它在今天的阿拉伯语中的发音那样。在乌加里特语中，它的发音为réi>
 s。

在希伯来语中，它的发音为rō>
 š。[image: ]
 （5）的词义存在疑问，但被推测为“首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可以确定，它的词源是ra>
 s，在早期借用的过程中经历了ā＞ē转变，正如迦南语经历了ā＞ō转变一样。

小结

本节揭示了两个极为有趣的政治和历史的区别性特征。首先，表示关于牲口和囚犯的官僚计算或统计的埃及语词汇——ἰrw/y（“牲口统计”）、ἰdrἰ（“牲口群/人群”）——传到希腊语中便变成了表示公共集会的词汇（h）ālēs和athroos。唯一来自ṯnwt（“统计牲口群或囚犯”）的ethnos，保留了它的词源的一些官方色彩。这就强调中央集权的埃及和地方分散的希腊城邦之间的不同。这些词汇，极有可能很早就传入了迈锡尼希腊的官僚体制下复杂的宫殿社会，只是在极为晚近时才具有了与民众相关的词义。

在其他著作中，我论证了第二个有趣的特征，即希腊城邦中不太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是从腓尼基城邦模仿来的。
(43)

 与闪米特形成对比的是，本节将对非常多的埃及语进行探讨。在构建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政治”术语大厦的砖块中，只有一些词汇如arkh-和koin-等来自闪米特语，其他更多的词汇如dēmos、okhlos、iso-和idios等很有可能来自埃及并且是在公元前6世纪埃及大规模影响希腊之前传入希腊语的。一个可能来自闪米特语词源的重要政治术语boulē一定是在唇软腭音衰弱之前传入希腊语的。截止到公元前1千纪，它们必定被作为母语接受了。最好的解释是，希腊人并不是采用不熟悉的闪米特语名称来命名他们从黎凡特模仿来的制度的，而是经常倾向于采用既有的词汇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这些词汇有时是印欧语，但是更多的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或更早时候的借用来的埃及语。这些语言借用阶段的具体例子可以在马丁·韦斯特的著作中看到，他在其中详尽地证明了希腊人和西南亚族群的誓约类型的类似性；但是，他未能解释表示“誓言”本身的词语horkos，它有一个很好的埃及语词源。
(44)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埃及神圣名称在盛行于西南亚的神谱中的类似情形。


 法律和秩序

导语

本节的内容与前两节内容有所重复，因为法律位于政治和社会的交叉点上。我相信，在我在这个语义场里发现的词汇中，埃及语词汇的比例高于闪米特语，这一现象可以用上一节给出的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

埃及语词汇

Α̛λύτας（5）表示“伊利斯的警务官员，可能是一位奥林匹亚赛会的管理者”。尚特莱纳承认，它与哥特语walus（“警棍”）有关联，因此重构了一个词形[image: ]
 （“持有警棍的人”）。该词有两个埃及语词源，并且这两个词语不一定相互排斥：第一个是iзt（“公职，职能”）和iзtyw（“担任公职者”），第二个是iззyt（“棒”）。

很显然，ἰpwty＞wpwty（“信使、代理人”）与动词wpἰ（“根据法律对竞争者进行评判”）有关联。这一双重内涵为希腊语ἠπύτα（H）（“传令官的洪亮声音”）和[image: ]
 （H）［“大声地喊叫召集（人们）到法官席位”］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尚特莱纳描述它们的词源为“模糊不清”。

尚特莱纳明确地区分了他所认为的词汇ἐϕέται具有的两个独立的词义。第一个是存在于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一个罕用词，它仅仅指“族长/酋长”。第二个发现于碑铭材料，指的是雅典的一个审判员委员会的机构名称，该委员会专门审判情节不严重的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案件。这位词典编纂学者认为该词来自后缀-τας与动词ἐϕίεμι（“派出、代表”）的一个词形的合成。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存在的某种混同很可能是来自ἰpwty的“腐蚀”导致的。

在另一个法律领域里，ἰdryt（“惩罚”）是动词dзἰ和dзr（“去克制、镇压、夺取某人的财物”）的名词形式。关于[image: ]
 ，存在着许多含糊性和某种分歧。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它作为雅典娜和阿瑞斯的描述语使用时，指的是“带来毁灭的”。
(45)

 当它用作“火”或珀涅罗珀追求者们的描述语时，它指的是“大吃大喝的”，该词义与给予dзr的最后一个词义极为类似。
(46)

 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aī́dēlos来自否定词a-ideîn（“使消失”），这个观点极为不可信。

在第十章中探讨ἀνάγκη（“必要”）的起源时，我论述了埃及语‛nḫ的词义“界限、限制”，科普特语anaš（SB） anaḫ（A）（“誓言、你一定要做的事”）。
(47)

 维奇赫尔主张‛nḫ和‛rq（“誓言”）之间具有相似性。我发现ḫ=q之间的等同存在着一些疑难，但是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将它看作亚非语系中一个标准的交替。
(48)

 不论怎样，至少存在一个这样的事例，在荷马的Aχαίοι（阿卡亚人）和被埃及人称为ἰqwš的海上民族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49)



尽管如此，它像‛nḫ、‛rq一样，在希腊语中也有一个可能的衍生词形。1763年，让—雅克·巴特尔米修道士（L’Abbé Jean-Jacques Barthelemy）提出希腊语ὅρκος（H）（“捆扎、发誓、誓言”）源自科普特语ōRk。
(50)

 ŌRk是‛rq的派生词。尚特莱纳没有提供词源分析，但切梅林伊试图从一个印欧语词根*sworkos推导它的词源。存在一个日耳曼语词根*swer（“宣誓、回答”）。我未能找到以-k为词尾的词汇的合理解释。

Pзwt意为“原始时期”。Pзwty是“原始的神”或“古代家族中的一员”。在许多城市，πρύτανις（H）是高级官员的称号及重要的有地位的人使用的词汇。尚特莱纳注意到了伊特鲁里亚语purth、purthne（“地方行政官”），因此，认为该希腊称呼是从安纳托利亚语中借用而来。他指出有多种词形表明借用。伊特鲁里亚语是唯一的词汇经过证实的安纳托利亚语。不过，因为埃及语词汇缺少/n/，这个词最为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然而，该安纳托利亚语术语似乎最终源于pзwty。

第十章中讨论了μά（“真实地”）的埃及语词源分析，其词义作为誓言使用。
(51)



埃及语mtr科普特语mntre（S） methre（B）（“证据”）为希腊语μάρτυς、μαρτυρος（4）提供了一个极佳词源。尚特莱纳质疑弗里斯克的*mar-tu（“证据”），但是他认为该词与梵语smárati同源。

在第十二章中对νόμος（“风俗、法律”）的埃及语词源进行分析。
(52)



Hp、hpw科普特语hap（“法律、权利、正义”），ἤπιος（H）（“和蔼仁慈的父亲、通情达理的”）。尚特莱纳描述该希腊词汇的词义“模糊不清”。［将该词与梵语āpi（“朋友”）相联系的尝试也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第八章中提到了χαλεπός-（“痛苦的、残酷的”）、κόλαϕος（“猛击、狠打”）及κόπτω（“猛击、袭击”）的词源分析，这些词汇均源于ḫrp（“权杖、统治、控制”）。
(53)



动词snh（y）词义为“登记、记录、召集”。Snh的词义为“登记处”。σανίς（H）也是“木板、书写板”，尤其指书写正式的文本。尚特莱纳没有对此给出词源分析。

上述讨论的[image: ]
 中的qз词义为“高”。
(54)

 qзз的词义增强为“高地”，写成[image: ]
 （O40）或[image: ]
 （O41），用以表示台阶/梯田。κάλλιον（4）的意思是是“一个雅典特别法庭的专属区域”。尚特莱纳没有对此给出词源分析。

Qnbt指的是“行政官员组成的法庭、特别法庭、司法审判委员会等”。与定冠词连写，即*Pзqnbt，它极有可能是Πνύξ即Πυκνός（5）的词源，后者是雅典审判员们开会的地方。
(55)

 它们的词义极为吻合，并且这种吻合度又因为[image: ]
 （O38）（“角落”）作为qnbt的义符被使用而提升。加德纳提出，该词可能指那些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官员。
(56)

 普尼克斯有一个圆形剧场的外形，背靠着一面很高的峭壁。并且，该词可能还具有一些来自qnb（“使服从”）的含义。

Ṯn，晚期词形为tn，是一个置后阴性指示词。它为重读词后词（enclitic）θην（H）（“实际上、真正的”）提供了可能的词源。
(57)

 它可能也是δει̑να（5）（“如此这样、常常表示犹豫”）的词源。尚特莱纳对这两个词汇未做出解释。

第九章讨论了τίνω（“偿还债务或支付罚款”）源于dit inw［“引起……带来（ἰnw/贡品）”］的词源分析。因此，它们也是dἰt mз‛/τιμή法律层面的词义。
(58)



在第十五章中，我讨论了意为一个水坝或水渠且具有引申义“拨给、分配”的dnἰ以及dnyt（“土地登记簿”）。这些词汇均为δήνεα（H）（“计划好或坏”）提供了合理的词源。
(59)



闪米特语词汇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希腊语字母λάμδα（4）源于一个更早的闪米特语字母，可见于希伯来语，即字母名称låmed。Λ即L的形状来自赶牛棒。这个词根和名词前缀m-连写，出现在希伯来语中，即maləmåd，指的便是赶牛棒。尚特莱纳相信，该词最早的希腊语词形不是λάμδα，而是λάβδα。他没有提及这一转变，而是指出较晚的lamda出现的理由只有一个，即对最初的闪米特语词形的矫枉过正。Labda与ῥάβδος（5）（“棍棒、权威标识”）极为类似。尚特莱纳倾向于将其和波罗的—斯拉夫语词根*√wr̩b（“枝条、芦苇”）视为关联词。还存在着一个词语，即ἄβδης（6CE）（“鞭子”）。尚特莱纳抛弃了它是一个来自亚洲语言的借用词的观点，因为“没有证据支撑”。

小结

带有埃及语词源的词汇远远多于带有闪米特语词源的词汇，原因在于，在这个语义场中，它的情况比在上一小节关于政治词汇的情况更为极端。这一情况，再一次表明希腊人在青铜时代便已经拥有了城邦新时期可以利用的法律词汇集合。引人注目的是，英语中几乎所有的基本法律词汇都有法语或拉丁语词源：bar（出庭律师）、counsel（辩护律师）、court（法庭）、judge（法官）、jury（陪审团）、testimony（证词）等等。这些词汇，既反映了诺曼征服，又反映了中世纪时期法语在英格兰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如看起来可能的那样，如果处于统治地位的希克索斯人是闪米特语族群，那么如此多的具有埃及语词源的词汇出现在希腊语的这个领域内，仿佛表明不是征服，而是公元前2千纪新王国时期和后来公元前7世纪以及公元前6世纪埃及语的高高在上的位置导致的。


 抽象词汇

抽象词汇是希腊语词汇的内核部分。一些词汇在“西方”哲学中被继续使用，给这些词汇和作为整体的希腊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推动力，使之提升到了超人的、普世的和永恒的层面。

埃及语词汇

动词ἰἰ表示“出现、存在”。该词可见于习语ἰw spf（“承担过错责任的人”）和mἰἰn（“结果、作为结果”）。另外，ἰyt指“不幸”，也指“将要发生的……”。希腊语αἴτιος（H）（“负有责任的、从源头上负责的人，指责，疾病”），最后是哲学含义“原因”。尚特莱纳认为它可能与阿维斯塔语aēta（“过错、惩罚”）是同源词。从词义上来判断，埃及语词源稍胜一筹。

动词ἰrἰ（“做、建造”）有众多词义，“通过算术方式解答出来”是其中之一。尚特莱纳将ἀριθμός（H）（“计算、数字、算术”）分解为词根ἀρι-和后缀-θμός。他提出该词与古高地日耳曼语和爱尔兰语rῑm（“数字”）以及印欧语句首词*ri是同源词。他未能解释字首α-。埃及语词源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它在语义上只是差强人意。

接下来的词汇是ἰkm和ἀκμή（H）。前者是km（“去完成、完成、结束”）的一个词形，带一个字首增添符号ἰ-，在晚期埃及语中得到了证实。后者ἀκμή（H）表示“极点、适当的时刻”。尚特莱纳将该词形视为印欧语*ak（“锋利的”）传播结果，尽管他承认acmē不存在类似词。该埃及语词源已在第五章探讨。
(60)



在第十章中已经给出ἀνάγκη（“强制、必要”）的词源为‛nḫ。
(61)



[image: ]
 （H）（“竖立的、垂直的、直线”）的合理的词源分析可见于wзt（“绳子”）及wзwзt（“铅垂线”）。梵语ūrdhvá（“直立的、高的”）是其另一可能词源。尚特莱纳假定了一个初始的[image: ]
 ，尽管只有[image: ]
 是经过证实的。双写的digamma将与埃及语词源或梵语词源相符合。

数字本身是抽象的，希腊语中的大多数数字都是确信的印欧语。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有趣的是，其中一个是希腊语中的“一”。在第三章中，我提到的写为一个单列鱼叉[image: ]
 （T21）的“一”对应的埃及词汇为w‛，并且w‛ἰ就是“单独”的意思。
(62)

 希腊语中οῑος的词义为“一个、单独”。尚特莱纳重构了一个后缀[image: ]
 （“表明一种空间关系”）。然后，他将这一词干同阿维斯塔语aēva及梵语eka（“一个”）相联系。埃及语词源分析更加直接。

在本章的前面内容里，我指出埃及语mn、科普特语man或nim意为“某人、某一人或人”。尽管发音困难，但这是μόνος（H）（“单独的、唯一的”）的合理词源。除了猜测，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后缀-Fος，尚特莱纳驳回了先前的建议。

在第二卷以及其他著作中，我探讨了ἑκατόν（H）（“100”）的埃及语词源来自ḥqзt（“100度量”），及χιλ-（“1000”）源自ḫз（“1000”）。
(63)

 埃及语中表示“10000”的ḥfn为希腊语ἄϕενος（“财富、富裕、充足”）提供了词源。弗里斯克将其描述为“未被解释”。

mзз的词义为“看、瞧”。其后来的意思很可能是古拉丁语词根*mir（“看”）的间接词源。mзз也用于个人意义上的“先知”。带有一个增添的介词/r/，mзз-r表示“向……看、照顾、朝向”。希腊语μέλλω（H）词义为“注定、将要、注意”。所有这些词都与未来有关。他们也受到埃及语mз（“新的、更新”）的影响。尚特莱纳无法解释重叠的/l/，并放弃他自己将此与凯尔特语mall相联系及波科尔尼将此与希腊语μέλω（“忧虑、担心”）联系起来的尝试。我认为波科尔尼可能是对的，并且melō也极有可能源自mзз。
(64)

 尚特莱纳将此词源分析表述为“未知的”。

在这一节中关于法律词汇的内容里，我阐述了对希腊语μάρτυς的论证，μαρτυρος词义为“证据”，源于埃及语mtr（“作证、证词”）。
(65)

 但是，该埃及语词汇也包含引申义“演示、指导、认识”。在许多语言中都存在教授和学习二者相混淆这样的共同特征。如在“I’ll learn you!”（我教你/我学你）中。因此，可以认为希腊语μανθάνω（H）的词根μαθ-（“学习、研究、理解”）源于mtr，这可能同mty（“诚实的、准确的”）相混淆。尚特莱纳驳斥印欧语词根“远离常识”，实际上大多数包括/n/，这在manthanō中仅仅是一个表示现在时态的中缀。他甚至舍弃了梵语medhā（“智慧”）可能的同源词，这虽然不如源于mtr那么合适，但在我看来更为合理。

在第十二章中探讨了希腊语νόος（“智慧、洞察力”）的非洲起源。
(66)



在第十章中，我讨论了词干τέλ-的许多词汇的词源分析。τέλος（“到极限、完成、完美实现”）和[image: ]
 （“远的、遥远的”）均源于埃及语（r）-ḏr。
(67)



hзw，其科普特语词形是hē或he，它大体上指的是“圈起来的边界”。它适用于亲族、包括邻近地区和周边的空间以及包括人生在内的时间。
(68)

 希腊语ὅρος（H）（οῡρος）（“边界，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界限；音乐中和数字中的间隔；逻辑上的定义”）。尚特莱纳大多强调碑铭中不带送气音的词汇，并且论证甚至阿提卡语中的送气音都有可能来自原始发音/w/的消失。他对一个观点感兴趣，即该词与奥斯坎语uruvù（“犁沟、边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尽管如此，他对待该词词源的整体看法是“不太确定”。

在第十章中充分讨论了词源来自sbз（“学问”）的Σοϕία（“智慧”）。
(69)



Sḫt，其科普特语词形为sōše，指的是“湿地、牧场、田野，与城镇相对应的农村”。
(70)

 它为ἔσχατος（H）（“边界、终端、极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根据，ἔσχατος（H）最初用于空间，后来由于时间和道德。尚特莱纳明确指出该词源于ἐξ（“在外的”），但在此之外，他便不能确定。这一词源分析可以解释字首增添的e-，它可能同样来自或更有可能来自/s/和/ḫ/的逐渐结合。因此，埃及语词源能够提供更多的解释。在前面的一章中，我论证埃及神话中的天堂Sḫtἰзrw（“芦苇地”），在阴性词尾发言/t/消失的情况下——如在sōše中——成为Sḫἰзrw，能够为《奥德赛》中梦幻般的岛屿Σχερίη提供一个可能的词源。
(71)



在第八章中提及τάσσω的词根ταχ-（“放置、按秩序放置、分配、规定”）与埃及语t（з）š（“限定、固定、分派、决定”）之间的联系。
(72)



在第十二章中，我论证了诺斯特拉语重读音节*/t’/可能在埃及语中会变成/t/或/d/；在第十五章中，我引用了塔卡克斯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些原始亚非语/t’/在埃及语中变成/t/的例证。
(73)

 在印欧语中，/t’/变成了日耳曼语和亚美尼亚语中的/t/以及其他语言分支中的/d/。因此，埃及语词汇tp（“头部”以及“尖部”和“在……之上”）与英语词汇“top”（顶端）和“tip”（尖部）有着显著的一致性，这不是一种随机现象，而是诺斯特拉语*t’p被普遍保存导致的结果。无论如何，它在希腊语中的衍生词将可能是*dVp。由是，希腊语τόπος（5）不可能来自这样的词根或其他任何词根。Topos的基本词义是“地方、点”，但是它还有其他许多词义。这个词义可能要么来自作为“酋长”的tp，要么来自合成词tp-rd（“计划、统治”）。作为“讲话主题”的topos与tpw-r（“发言、说话、表达”）类似。数学中使用的topos，有一个先例tp-（“一个三角形的底边”）。显然，不规则变化词汇[image: ]
 （3）（“绳索”）来自tpt（“绳、细线”）。Tp和topos之间存在着奇怪的类似义丛（semantic clusters），它们是如此的显著，以至被人忽略，尤其是在尚特莱纳大胆地提出后者的词源“未知”之后。

该直译词证实，当表示偏头疼的埃及语术语gs-tp（“一半的头”）被翻译为希腊语ἠμικράνια（“一半的头”）时，一些希腊人才认识到tp意为“头部”。

闪米特语词汇

伊米莉亚·马森和尚特莱纳都确信希腊语κάννα、迈锡尼语kaneja（“芦苇”）源自常见的闪米特语词根，该词根可见于阿卡德语qanu、乌加里特语qn、腓尼基语qn>
 和希伯来语qåneh（“芦苇”）。
(74)

 尚特莱纳还认为κάνων（H）源于它，意为“直棍、规则”和“语法、艺术、音乐和数学的经典”。

词汇κόσμος（“安排、建立良好的秩序、宇宙”）源自闪米特语词根√qsm。该词汇的闪米特语词源分析在前面的第十四章中进行讨论。
(75)



1981年，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提出ῥόμβος（“菱形”）源于闪米特语√rb‛（“四”），该闪米特语可见于希伯来语råbu‛a。
(76)

 他明确否定了尚特莱纳提出的该词与ῥέμβομαι（4）（“游荡、像陀螺一样转”）的惯常联系。

小结

思想家适合掌握一套外语词汇用于抽象思考。从认知上来讲，外语词汇可以减少与母语相关的具体概念所造成的分心；从社会角度来看，它们有助于迷惑和困扰掌握其他语言知识的特权集团之外的群体。有时，一种神秘的古老语言便足以达到这些目的：使用世俗体语和科普特语的埃及人喜欢用中期埃及语书写，就像20世纪初之前的中国士大夫使用文言文一样。在此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精英分子使用英语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在欧洲，拉丁语和希腊语也发挥着这些作用；精英们最初使用拉丁语写作，后来在他们的母语著作中穿插大量的古典警句和字词。古希腊似乎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从以上给出的例词，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希腊学术著作或理论著作，如果不是依赖于，便是使用了具有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源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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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宗教术语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将探讨宗教方面的词语。第十九章探讨的是专有名词，即诸神和其他神话人物的名称。第二十章集中探讨地理特征。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分别集中探讨斯巴达和雅典的诸神和礼拜仪式。本章只探讨宗教术语，并且按照如下题名进行展开：神圣的建筑物、人员、仪式、悼念、随身用品、献祭、熏香、鲜花、氛围和秘仪。在这一语义学领域内，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分量是大致相等的，所以它们将按照题名而非字母顺序放在一起探讨。


 建筑物

在探讨建筑物之前，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圣地的周围环境。希腊语词汇σηκός（H）一般指一块占用地，但也指神殿、英雄坟墓或橄榄树小树林周围的神圣圈地。尚特莱纳将传统学界对该词提出的一个假设的印欧语词源*twak描述为“仅仅一个假设而已”。希伯来语词汇Sûk和Sôkå指的是“荆棘篱笆和它圈起来的区域”。希伯来语中还存在着地名索科（Sôkô）和索科赫（Sôkoh）。希伯来语/ô/和希腊语/ē/之间的差异可以从对[image: ]
 和[image: ]
 的处理看出来，参见第五章。
(1)

 Α̛υλή（H）指的是“周围事物、院子”。尚特莱纳发现了阿拉姆语aw-t’（“休息场所”）和ag-anim（“过夜”）。他没有在印欧语中找到任何一个带有/l/的、可与之相比的词。迦南语>
 ûlåm来自一个闪米特语词根，可见于阿卡德语，即ellamu（“在……前面”）。它指的是“门廊”或“神庙前面的祭坛”。aulē中缺少词尾-m，可以解释为，它是通过宾格词形aulēn转变而来。

印欧语专家们认为βωμός（H）（“平台或祭坛”）起源于baínō（“走、去”）。他们认为它与[image: ]
 （“讲坛”）有关联，他们称该词来自bainō。
(2)

 不过，闪米特语专家早已经注意到了bōmos和希伯来语båmåh（“圣所、高地”）之间的显著类似。
(3)

 他们提到乌加里特语bmt，它显然指的是“背部”；也提到了阿卡德语bamatu，它可能表示“山脊”。
(4)

 约翰·佩尔曼·布朗对这些假设的同源词表示怀疑，并且论证bmt的词义不确定，bamatu表示的不是“山脊”而是“宽阔的平原”。
(5)

 因此，他接受bomos来自印欧语词源baínō的观点，并且认为båmåh来自它。他认为，该词是《圣经》中提到的希维特斯人（Hivites）引入的，并且他将希维特斯人等同于阿凯亚人（Akhai（w）oi），即阿卡亚人。
(6)



相比之下，他的挚友索尔·莱文尝试着将båmåh以及bōmos的词源追溯到闪米特语词根√bnh/y（“去建造”），并抨击印欧语专家的观点，即将它们视为bēma（“讲台”）的关联词以及baínō（“来、去”）的衍生词。
(7)

 总而言之，很明显两个词共有的关联性以及可能性是它们是从黎凡特传入希腊的词汇。不过，反过来看也可能是真的，或者两者都来自第三种语言。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备选答案是埃及语；同样，它也为类似的希伯来语词汇liškåh和希腊语词汇λέσχη提供了词源，这两个词汇和其他词语一样指的是“休息地、坟墓”。
(8)

 Bēma和bōmos中ē/ō的交替，表明它们分别是迦南语转换之前和之后从闪米特语或埃及语借用而来。一个唯一的但可能性极小的埃及语词源是bnbn，即献给太阳神的圣石，它和世界创造之时的阿图姆（Atum）圣山联系在一起。
(9)

 不过，我未能给bēma和bōmos找到任何可能的词源。

Nāos（“神庙”）的闪米特语词源和thēsauros（“圣所、金库”）的埃及语词源已在上文给出。
(10)

 亚非语词根*dud（“罐子、大锅”）有希伯来语词形dûd和阿拉姆语词形dûda。
(11)

 δυτᾱ（4）的词义不确定。里德尔和斯科特写作“神殿”，尚特莱纳认为是“小礼拜堂？”或“水井”。最后一个词义可能指的是已经在底比斯卡贝里昂（Kabeirion）证实的两个地方中的一个，并且它是来自闪米特语的衍生词，因为底比斯与闪米特文化有着特别深刻的联系。
(12)



在17世纪，塞缪尔·博沙尔注意到了希伯来语中mə‛årå（“洞穴”）和希腊语μέγαρα（“神圣的坑洞”）之间的显著类似。由于通晓阿拉伯语，他显然假定希伯来语>
 ayin来自一个更早的词形ǵayin。
(13)

 他的推断在20世纪被乌加里特词形mǵrt的发现证实。甚至E.马森和尚特莱纳也承认，这个闪米特语词源是可能的。
(14)

 Megas［“（伟）大的”］有一个确定的印欧语词源。［它是μέγαρον（H）（“高大的房子”）的词源吗］？尚特莱纳拒绝任何将它和megas联系在一起的尝试，但是承认它“可能是一个借用词”。此外，他不拒绝承认megara和megaron是关联词，并且是从闪米特语借用而来。

Megaron的反义词是θάλαμος（H），在B类线形文字中写作taramata？尚特莱纳将其定义为“房屋内部的房间，房屋女主人的房间，存放食物补给或贵重物品的配房”。它也指神庙或神殿的内室。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认为它类似于thólos，即圆顶墓或其他建筑，该词本身没有印欧语词源。
(15)



埃及语ṯзm，指的是“覆盖物、斗篷、面纱”。Ṯзm和thálamos的辅音结构相吻合，并且，它们之间词义类似也因thálamos与女眷的配房和婚房相关而变得更可信。带有求显灵词thalamōn的阿芙洛狄忒有时被描绘为戴着面纱。
(16)



βαίτυλος（1CE）（“天空掉下了的圣石”）也同样明显有一个闪米特语词源，即希伯来语Bêt＞ēl（Bethel，“神的房子”）。尚特莱纳论证它的词源“未知”。他认为它是一个“地中海”宗教术语，在希腊语和闪米特语中都能被接受，并且认为关于“神的房子”的看法只是词语的通俗变化。

埃米莉·弗穆尔在1979年出版的书中写道：

这些青铜时代的思维模式和表现形式，作为尸体的房屋的坟墓、居住在新家园的魂魄、排着纵队在棺材或停尸架旁的哀悼、灵魂（psyche）、灵魂鸟和令人费解的-ker-，所有这些不全部是没有受到外来影响而在希腊大陆自发发展出来的。这些影响的天然来源是埃及。在古代世界，埃及拥有最盛大、最隆重和最复杂的丧葬传统。但是，埃及的一些观念和实物外形传播到希腊的细节，并不清楚。
(17)



在这种背景下，毋庸惊奇，关于死亡的所有侧面尤其是坟墓的希腊语词汇受到了埃及语的深刻影响。πυραμίς源于pзmr（“金字塔”）已在第九章中探讨。
(18)

 在第五章中，我论证了[image: ]
 （“尸体”）和[image: ]
 （“坟墓”）都来自埃及语smзtз（“与土地连为一体”）。
(19)

 在第二卷中，我讨论了Labúrinthos（迷宫）源于Ny-mз‛t-R‛，即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et III）的王衔名，因为第一座迷宫是为他建造的。
(20)



πέλτον的准确词义待考，但是它的一般词义是足够清楚的：“祭坛基座、坟墓底部和石棺底部”。尚特莱纳认为它是一个借用词，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因为它在那里得到了证实。它最有可能来自*pзrdw i [image: ]
 （O40）（“楼梯、阶梯或墓室通道”）。带有同样词义和同样义符的rwdw或rwdwy为λοίτη（5CE）（“坟墓”）和λοιτεύειν（“埋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
(21)

 尚特莱纳认为它与古挪威语动词ƚiđa（“离开”）、leiđa（“领导，埋葬”）是同源词。两个词源都有可能，但考虑到准确性和与pélton的类似性，埃及语提供了一个更可能的词源。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重构了亚非语词根*kahVp（“洞、洞穴”）。考虑到公认的ky
 ＞ṯ转变，他们将埃及语ṯpḥt（“洞、洞穴”）视为该词根的换位词。这一差异更好的做法是将它解释为*tḥpt象形文字中的生动简写。
(22)

 这个词汇事实上曾经的发音为ṯpḥt，后来变为tpḥt。这两个词形都被借用到了希腊语中。Θάπτω（H）指的是“埋葬、举行葬礼”，τάϕος（H）指的是“葬礼、坟墓”，并且τάϕρος（H）指的是“沟渠”。交替送气音符合ṯ-/t-的不确定和/ḥ/的位置的不确定。

波科尔尼找到了一个印欧语词根*dhm̩bh，他承认，该词根只出现在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中。
(23)

 假设的亚美尼亚语同源词是damban和dambaran（“坟墓”）。詹姆斯·克拉克森在《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之间的语言学关系》（Th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enian and Greek
 ）中指出，这些词只出现在后古典亚美尼亚语中，并且更早的文献采用的是不同的词汇。他总结道：“这些亚美尼亚语词汇的在晚期被少量地证明使这一对比分析遭到了质疑。”
(24)

 因此，几无原因去假设taphos曾经存在着一个鼻音。

当然，τύμβος（H）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学者们倾向于将taphos作为洞，将tumbos作为土丘加以区分，而不是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25)

 Tumbos在印欧语中有可信的词根，可见于拉丁语tumulus和中期爱尔兰语tomm以及其他相关词汇中，它们都含有一个表示“膨胀”的词根。

关于taphos，犹太国王约西亚（Josiah）进行的宗教改革中包括摧毁“欣嫩子谷的托菲特（Topheth），以使没有人能够将他的儿女通过火烤献给摩洛（Molech）”。
(26)

 Tōpet，即托菲特（Tophet，在转写到七十士本中时带有一个ϕ），是一个希伯来语中的孤立语，它很有可能是从埃及语tpḥt＜ṯpḥt（“洞、洞穴”）借用而来。
(27)

 希腊语τέϕρᾱ（H）（“灰，尤其指焚烧尸体后产生的骨灰”）。同样，thaptō包含有带有火葬和埋葬的葬礼之义。虽然牺牲被燔祭的情况可能在埃及出现过，但是它们绝对不会在迦南丧葬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这一借用词可能来自后一种语言。尚特莱纳和词典编纂学者认为它源于一个假设词根*dhegw
 h，可见于梵语dàhati、立陶宛语degù、吐火罗语A tsäk等中。语音差异使tephra很难归入这个词群。

在这一节的讨论中，为该术语给出最详尽的描述是“突起的平台上、带有座套的宝座”。
(28)

 它一般带有义符[image: ]
 （O40），也有一个带有义符[image: ]
 （Q2）（“座位”）的例子。古埃及语词典编纂的奠基学者阿道夫·埃尔曼和赫尔曼·格拉波（Hermann Grapow）证明，ṯntзt是最初的词形，ṯnṯзt只是后来的词形。后来的学者都采用了后一种词形。由于为了高雅，它有许多生动的转写，尤其是经常和表示鸟的符号连写，因此该词就有了许多变体拼写。
(29)

 在福克纳和列斯科（Lesko）列出的11个例词中，有6个是以ṯз[image: ]
 （G47）开头的，另外4个将它置于ṯ/t n之后。
(30)

 因此，列斯科列举了一个变体词形ṯзtn，不过，它涉及换位，*ṯзnt似乎更有可能。这将解释被简写的同义词ṯἰt［“（讲）台”］。由于语义极为匹配，所以*ṯзnt为θρόνος（“宝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θρόνος有时也指“讲台、平台”。
(31)

 尚特莱纳找到了两个迈锡尼语先例：tono和toronowoko（“宝座工匠”），他将前者等同于θόρνος。他试图找到一个词源，能够将后缀-όνος和提出的印欧语词根*dher（“赞成、运送”）连写。他将thronos和[image: ]
 （“木板、长凳、宝座”）联系在一起，这个做法更合理。

在晚期埃及语中，tqs或tks指的是“刺穿”，并且带有引申义“固定住、固定”，由此产生了科普特语tōks（S） thōks（B）（“被牢固固定的物件，座位”）。在世俗体中，tks指的是“宝座”。切尔尼认为，它与希腊语[image: ]
 （“椅子”）的类似，纯粹是巧合。我们可以这么确定吗？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为交替拼写qáqw做了可能的解释，但是没有对词源本身进行暗示。


 人员

考虑到希腊祭司们与埃及的联系，就毋庸惊奇于Ϊερός（“神圣的”）和ἰερεύς（“祭司”）应该有埃及语词源。他们早在B类线形文字ijero、多利亚语ἰαρός、东北方言ἰρός和ijereu、ἰαρεύς等中得到证实。词典编纂学者自然做出假设，hiereús就是带有后缀-eus的hierós带着虔诚进行分配“的人”。
(32)

 不过，（h） ierós有可能来自（h）iereus而非后者源于前者，并且-eus或者更确切地说是-w出现在了一个埃及语词源中。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将（h）ierós视为两个印欧语词根的交叉组合：第一个是*wis（“强力”），可见于梵语icxirá（“力量”），另一个词根来自“下位层”，可见于伊特鲁里亚语aesar（“神”）。因此，它们的原始词形无疑不带送气音。

在中期埃及语中，有许多词汇在语言和语义上都与（h）ierós有重合，其中包括ἰзἰ（“崇拜、赞赏”）、ἰзw（“崇拜”）、ἰзt/晚期埃及语词形ἰзwt（“官职、官员”）。
(33)

 这些词可能受到了ἰrἰ（“做、行动、担任官职”或“庆祝节日”）的腐蚀。
(34)

 然后还有ἰзw（“老翁”）、ἰзyt（“老妇人”）。ἰзyt这个词形为ijereja（“女祭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切梅林伊基于这个迈锡尼语词形，论证它不可能来自*-ew-ya，而一定来自*es-ya。由此，他更进一步坚持，不管怎样
 ，-eu-原始的形式是*es-u。
(35)

 对这一原始词形的论证需要面对-eja来自*-ew-ya的难题，但考虑到ijereja是来自ἰзyt的衍生词，这个论证就令人信服了。这样就不用假设ijereja存在着一个-s-，更不用提整个后缀-eus了。

另外一个在ἀλήτωρ或λήτωρ（5）（“祭司”）的词源演变中发挥作用的是ἰзt（“官职、职能、官员、公职人员”）。在上一章中，我讨论了ἀλύτᾱς，伊利斯管理治安和体育竞技的公职人员的称号。
(36)



可见于乌加里特语<
 ḏr和阿拉伯语<
 aḏara（“帮助、给予帮助”）的闪米特语词根在希伯来语中变成了<
 åzar，它构成了一个迦南语词形，为希腊语ἀοσσέω（H）（“辅助、带来帮助”）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词源。尚特莱纳提出，它可能与ὄζος（H）（它的正确翻译是“同伴”）的一个词义有关联，ἄοζος（“神的奴仆”）源于该词，它们源于词根√sm̩（“相同的”）。所有这些词汇更有可能有一个闪米特语词源。

ζακόρος指的是“神庙的奴仆”，迈锡尼语拼写为dakoro。在阿拉伯语、Sabaean和乌加里特语中，√dkr指的是“男人”。希伯来语zakûr或zåkår表示“胜任礼拜仪式和参加宴会的男人”。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zakómos和术语νεω-κόρος（5）（“神庙侍从”）类似。他们认为前缀dia-（“始终/处处”）或za-是一个加强神秘色彩的虚词。晚期词形neōkoros是否可能来自zakóros的一个通俗词源？

[image: ]
 （H）指的是“青春期、青春活力、愉快”。它还有一个准确的词义即16岁。最著名的词形带有一个介词即ἔϕηβος（“埃菲比”），指年龄达到18岁的雅典男子。关于该词词源，尚特莱纳写道：“纵使这个波罗的海语（词形）差得较远……但在任何印欧语言中都没有其他词汇得到证实；所以，遵照传统观点，将它与立陶宛语jegà和拉脱维亚语jega（力量）联系在一起就不是什么荒唐之举。”将其追溯到埃及语ḥb（“节日、庆祝”），岂不更简单？科普特语hop（“宴会、结婚庆典”），并且它反映了青春期时的一个宗教仪式。

尚特莱纳将赫拉克勒斯妻子[image: ]
 （赫柏）的名字与hēbē联系在一起。更合理的做法似乎是接受保罗·克雷奇默的假设，即该名字源于胡里安神忒速伯之妻赫帕特（Ḫepa）。
(37)



亚非语词根*koz指的是“结扣、统一”。
(38)

 埃及语词形√ṯs则极有分歧。具体而言，它指的是“结扣、绳、鱼肉圈”，并且是θύσανος（H）（“饰针、流苏”）的可能词源。尚特莱纳认为其中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后缀”-ανος，但是没有为该词词干提供一个词源。在第八章中，我探讨了tassō（takh-）（“排列、安排”）与tзš的关联。
(39)

 我发现它与“集结军队、排列和安排”词义上的ṯs混淆。Ṯst指的是“军队、一帮工人、被征用的劳工”，已在上一章中探讨。
(40)

 带有不同的拼写，它可能指的是“生活状态”。它为θής-θητός（H）（“领薪水的工人”）提供了一个词源，意为“领薪水的工人”，不过有时也指“奴隶”。

正如在第五章所讨论的，ṯsw（“统帅、穷人的保护者”）被借用到希腊语中，变成了Θησεύς（Theseus），忒修斯是雅典的“民族”英雄和阿提卡统一者。
(41)



Ṯs也具有专门的宗教词义“安排仪式”。它非常有可能是“进行宗教献祭”词义上的动词[image: ]
 的词源。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它与梵语hūma和拉丁语fūmus（“烟”）是同源词。他们构造了一个词根*dhw-ῑ，其中-m是一个后缀。这两位学者主张，该动词在早期使用时指的是燔祭品，只是在后来才指所有种类的献祭、祭品甚至庆祝。由于荷马史诗中燔祭品是祭祀选择的种类，所以很难确定他们的这一论断。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image: ]
 的另一个词义，它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词义，我确认它和其他词义是相关的。Ṯs的一般词义是“系在一起、统一”，正如“捆绑”（bind）是被“人群”（band）“（被）困住”（bound）一样。希腊语θίασος（“一群，或宗教共同体”）尤其与狄奥尼索斯酒神崇拜和迷狂的酒神女信徒（Thuîai、Thuiádes、Mainads或Bakchai）有关联。如迈克尔·阿斯特证明的那样，酒神女信徒（Bakchai）名称源于闪米特语词根√bky（“哭泣、哀号”）。
(42)

 它与晚期埃及语ṯsw（“女性哀悼者、人群中的一个？”）是类似词汇。Thuîai和Thuiádes属于一个归入动词[image: ]
 词条之下的词群，该动词的词义是“带着愤怒，疯狂地奔跑”。尚特莱纳认为衍生词形[image: ]
 是出现了一个中缀-n-引发的结果，其他衍生词则是出现中缀-i-引发的结果；因此，他得出结论，存在着一个希腊语词干θυσ-。通过这一词干，我们又回到了ṯs这里；而且，[image: ]
 的两个词义极有可能通过它联系在一起。

博姆哈德和多尔戈波尔斯基都没有将*k’at’*k’ut’列入诺斯特拉语词根。这或许是因为它不符合规则，即在印欧语两个声门音辅音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词根中。
(43)

 不过，例外情况经常存在，尤其是当它们被拟声词影响时。不管怎样，都很难认为斯堪的纳维亚语kutte、英语“cut”源于法语couteau（“刀”）。词根qat̩/qut̩（“砍”）在亚非语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44)

 甚至在诺斯特拉语系之外，它已经成为全球语言学家们青睐的对象。它可见于尼罗—撒哈拉语和尼日尔—刚果语*kut以及古代汉语*kat和越南语cat。
(45)

 在亚非语内部，/t̩/在迦南语和阿拉姆语中变成了/s̩/。因此，带有不同词尾的双字母词素√qs̩表示“砍、使分离”和作为“终端、极端”被砍开或被分离的事物。例如，闪米特语词根√qs̩b可见于阿拉姆语qas̩åb（“屠夫”）。它为戈尔提那（Gortina）祭师的称号κοσυβ（άt）ᾱς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认为该词“难以理解”，但是仍然认为它有可能源于κοσύμβη（3）（“带有流苏或厚毛的外套”），即可能令人厌烦的公职人员。此外，√qs̩b指的是“砍掉”，尤其指“剪羊毛”，并且它也指“极端”。因此，qas̩åb和后来的希伯来语qås̩ab为kosub（át）ās和kosumbē都提供了可信的词源。


 礼拜对象

像Α̛νακτόριον和Α̛θήρ这样的诸多词汇的埃及语词源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
(46)

 我们将会在本章的结束部分再次提到它们，在与古希腊秘仪相关的章节中，我们也会讨论到κάλαθος和κίστη。

闪米特语词根√bll的意思是“混合、合金”。希伯来语bålal的意思是“和油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与献祭有关的词汇，只在主动使役动词变化词形bilēl中被证实。Pia2
 ra（“加热液体的平底盆”）是ϕιάλη或ϕιέλη的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写道，它“可能是一个借用语”。

海因里希·莱维在1928年提出，晚期希伯来语golēl（“置于坟头的一块石头”）是γύλλος（Hskh）（“在纪念阿波罗的游行中运送的四方形石块”）一词的词源。
(47)

 尚特莱纳对此仅写道，该词是“地中海语言”。

迈克尔·阿斯特和约翰·佩尔曼·布朗的研究已经详细地证明，θύρσος（5）（“缠绕着常春藤和葡萄藤的权杖，与酒神崇拜仪式相关”）一词起源于一个西闪米特语词汇tirōš，tirōš意为“甜酒”也指“葡萄酒原浆”。这显然向我们提供了τρύξ（“甜酒”）一词的起源。
(48)

 无论这是不是希腊语词汇的词源，阿斯特都认为这个晚期赫梯语源于闪米特语，是√yrš（“践踏”）一词的tiqt̩al形式。

切梅林伊认为希腊语κτέρας（H）（“献给死者的礼物或祭品”）一词是源于闪米特语的词根，这一闪米特语词根可见于阿卡德语kiteru，后者是ina kiteru（“给予补助金”）一词的词干。
(49)



表示“坟墓、墓地”埃及语中有许多同义词，Ḫr是其中之一。这与χηλός（H）（“保险柜、石棺”）一词有密切的联系。尚特莱纳并没有给出其明确的词源。

埃及语swзḥ的意思是“持续、持久”。这为σορός（H）一词的双重含义“骨灰盒、石棺”和“老男人或老女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尚特莱纳将soros与立陶宛语tveriu（“包围、攻占”）联系起来。


 仪式

Wḥm，其科普特语词形是ouohm（SB） ouōhem（B），基本词义是“重复”。但是，它有“说明、解释、宣布、吟诵”的引申义。Wḥmyt被认为含义是“持续号叫”。这是ὀμϕή（H）（“吟诵、诗、朗诵”）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词源。基于合成词ϕροίμιον形成的προοίμιον更为常见。尚特莱纳论证，它最初是发送气音。这与其他学者发现的一个词源更为符合，该词源是一个词根，可见于古挪威语seiɗr（“魔法”）和梵语sāman（“吟诵”）。尚特莱纳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以免犯错。

Wḥm也为ὀμϕή（H）（“神圣的声音、吟诵”）一词提供了词源。尚特莱纳将其形容为一个“古老的孤立词汇”。他认为其起源于一个有待证实的词汇*songw
 a，这一词汇与哥特语词汇saggws（“吟颂、音乐”）和常见的日耳曼语词汇“歌唱”有关联。尽管其在发音上有些许困难，也缺少omphē一词中的送气音，但是它的存在依旧是有可能的。即便如此，它还是比埃及语的词根更缺乏说服力。

尽管带有一些不确定性，尚特莱纳还列举了下列ἀρά（H）（“祈祷、发誓、诅咒”）一词的可能的印欧语同源词：日耳曼尼亚语uranam（“拒绝”）、赫梯语ariya-（“求神谕”）以及拉丁语ōrō（“祈祷”）。埃及语ἰrἰ有“吟诵咒语、发誓、庆祝节日”的含义。该词的不同的科普特语词形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发声。
(50)

 这些不同的词形可以解释赫梯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源。

῎Ιακχος指的是在埃琉西斯和雅典向狄奥尼索斯乞灵的仪式性呼喊。尚特莱纳试图将其与ἠχή（“噪声”）联系起来。简·哈里森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写道：“人们是如何赋予三次重复性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以精确意义的？……它们远非言辞上的致敬……‘伊阿科斯’是一种仪式性的呼喊，它很容易被雅典人识别，就像我们现在应该识别哈利路亚与和撒那一样。
*

 ”
(51)

 迈克尔·阿斯特就这段文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希伯来语Alleluia（哈利路亚）与Hosanna（和撒那）都有非常明确的含义。至于Iakkhos（伊阿科斯），他写道，它的呼格形式iakkhe相当于动词nky（“攻击”）的主动祈使语气形式，该词形为yakke（“攻击、杀死”）。
(52)

 这一含义与纪念狄奥尼索斯的呼喊性仪式极为吻合。

[image: ]
 —ereutero—“自由”。在荷马史诗中，[image: ]
 指的是“‘自由’的日子”，[image: ]
 指的是“自由使用的饮酒杯”。该词最初只是指与节日和饮酒相关的一种短暂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于拉丁语[image: ]
 ，这一拉丁语词汇显然源于意大利神名利伯尔（[image: ]
 ）
**

 ，他被视为狂欢和饮酒之神狄奥尼索斯和巴库斯的对等神。当然，一些学者们也试图将eleutheros和[image: ]
 联系起来，他们从其他意大利语中发现了可能的过渡词形（intermediate forms）loufr和loferta。他们也试图将其与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liut（“人民”）联系起来，并且与一个表示“增长、增加”的可能的印欧语词根rudh-联系起来，该词根可见于梵语rudh-。
(53)

 尚特莱纳对以上所有的做法表示不满。一个替代性说法是，eleutheros可能起源于ἰr（t）ḫзwt，一个在晚期埃及语得到证实的词形，意为“庆祝、庆祝节日”。

如果这一词源无法确定，那么拉丁语[image: ]
 和[image: ]
 的词源似乎就更加清楚了。埃及语rmἰ/w（“哭泣”），其科普特语词形为rime（S） rimi（B），被维奇赫尔重构为[image: ]
 。其词首r-起源于亚非语中的/l/，这表明，如果没有埃及语字母“l”，其发音或许就会是*limi。
(54)

 这为λείβω（H）（“一滴一滴地流下，尤其指眼泪、蜂蜜、油和酒”）和εἴβω（H）（“流泪”）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当然，Leibō是拉丁语[image: ]
 （“奠酒”）的同源词。
(55)

 带有人称后缀-w的词汇Rmw在埃及语中指的是“哭泣者”。与之类似，[image: ]
 （利伯尔）也可以被写作Leiber（雷伯尔），它有一个人称后缀-er。利伯尔逐渐被巴库斯（Bakchos）同化，Bakchos的西闪米特语词形为båkûy，意思是“悲哀”。正如阿斯特所指出的那样，“为将死的神哭泣是他们（西南亚的族群）的礼拜仪式（liturgy）中的基本内容”。《以西结书》（The Book of Ezekiel）中提到了妇女们在耶路撒冷神庙的北门为塔木兹（Tammuz）
*

 哭号。通过部分世俗化和男性化的形式，这一仪式延续至今，即哭墙（the Wailing Wall）。
(56)

 阿斯特的观点因着巴库斯和彭透斯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得以证实，彭透斯的名字源于动词πενθέω（H）（“正在被哀悼、哀悼死者”）。在第十章中我试探性地提出了它源于埃及语bзnṯr一词的观点。
(57)



正如诗人和学者盖尔·霍尔斯特—沃哈夫特（Gail Holst-Warhaft）所证明的那样，哀悼是人们尤其是女人们可以自由地、吵闹地、疯狂地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时期，因为当她们处于这种悲痛当中的时候，她们丧失了恐惧。
(58)

 《圣经》中记录了耶弗他（Jephtah）的故事，当他为誓言所迫不得不把他的女儿作为祭品献祭时，他答应了他女儿的愿望：“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
(59)

 在血腥的希腊戏剧《酒神的伴侣》（The Bakkhai
 ）中，狂热的女人们漫步在山上，自由地表达与彭透斯和巴库斯有关的哀悼之情。因此，就像eleutheros一词一样，lī́bertās最初与许可证和哀悼期间短暂自由的可能性有关联，或与它的传统的纪念仪式和饮酒节日有关联。

埃及女人以她们情绪激动的哀悼方式而著名。
(60)

 表示这一方式的标准埃及词汇是ἰзkb，它与义符[image: ]
 （D3）（“头发”）连写。追溯到“撕扯头发”的词源分析被作为ἰзkbyt（“哀悼中的妇女”）的义符证实，它表示撕扯头发的女人。这为ἐλεγαίνω（6）（“野蛮的、愤怒的、荒唐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词源。这一词源所在的时期相对较早，因为在晚期埃及语中它被写作ikb。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我们不知道何时/b/成为摩擦音，也不知它是何时消失不见的。Ε῎λεγος的意思是“哀悼之歌”。女性权利的削弱导致了温和的哀悼仪式，并且导致这一仪式交由男人掌控，[image: ]
 （“哀歌”）以男声唱读。所有这些词汇均没有印欧语词源。

后缀-μβος（“跳舞、歌唱”）来自埃及语ibз（“极其兴奋的舞蹈”），该问题在第十五章中已经分析过。
(61)



我在第十五章中讨论了ἔρανος（H）（“一种每个人都带着一份食物参加的宗教宴会”）一词的词源，这一词汇起源于ἰзm（“为了献祭而捆绑”）、ἰзm n（“献祭给”）、ἑορτή（H）（“节日”）和ἑορτικός（“在节日上提供的祭品”），ἑορτικός一词起源于ḥзwḫt（“特殊祭品”）或ḥзw-ḥrḫt（“丰富的祭品”）。
(62)



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列出了一个词根*seb（“流出、涌出”），这一词根可见于闪米特语和东乍得语。
(63)

 尽管埃及语sbt（“奠酒罐子”）未被收录其中，但是它似乎也是这个词群的成员之一。它为σπένδω（H）（“奠酒”）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尚特莱纳仅在另外两种语言中发现了印欧语的同源词：赫梯语sipand（“奠酒”）和拉丁语spondeō（“担保”）。这三个词汇均为来自亚非语的借用词。

Στήνια（4）的意思是在泰斯摩福里亚节前的第三天互相粗俗辱骂的女人们。尚特莱纳认为这一词汇的词源模糊难定。这种模糊情况，在考虑过《圣经》中的三个罕用词后就变得清晰了，它们分别是：śit̩nåh（“指控”）、śit）nåh（“敌意”）和śåtan（“充当对手”）。当然，śåtån（“对手”）一词，作为借用语转写为Σατάν，而作为一个直译词转写为Διαβόλος。

S（з）ṯ的意思是“奠酒、倒出”；στάζω（H）的意思是“一滴一滴地倒出”。尚特莱纳反对先前试图找到印欧语词源的做法。他将σταλάσσω（6）（“滴下”）视为stazō一词的表情语词形。显然，-assō是一个后缀，但*stal可能是*stз的一个换位词形吗？


 献祭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在德尔斐的拉比亚德氏族（Labyad phratry）的族规中，ʼAγαιος是一个用于牺牲的描述词，就像Aἴγλη一词，它的一般含义是“发光”。后者在德尔斐中也是表示一种祭品的专有名称。
(64)



οὐλαί（H）（“放置在祭品顶端的大麦”）起源于埃及语wзἰ（“烤制的？谷物”），αὐχήν（“人或动物的脖子”）起源于wšn（“家畜的脖子”），这些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探讨过。
(65)



Mwy（t），其世俗体为mзt、科普特语词形为mē，意思是“小便、唾液，有时是指排泄物”，它为μιαίνω（H）（“被流出的血液弄脏的”）和μύσος（5）（“被弄脏的、渎圣罪”）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对此未做任何解释。

在第十五章中，我也对一些词的派生词进行了讨论，这些词包括μᾱ´νης（“一种杯子”）、ἀμνίον（“盛放牺牲血液的瓶子”）、μώϊον（“盒子、罐子”），它们源于mnἰ（“罐子”）。
(66)



希伯来语mûm或m＞ûm的意思是“妇女或献祭动物身上的斑点或瑕疵”。希腊语[image: ]
 （H）的意思是“批评、瑕疵或缺点”。
(67)

 有一个较晚出现但明显在词形上与mûm/momos类似的词汇，其迦南语词形是mûq，希腊语词形是[image: ]
 （4）（“愚弄”），而且它没有印欧语词源。

尚特莱纳将μέμϕομαι（H）（“指责、责备”）与mōmos及其派生词明显地区别开来，因为mōmos一词不仅与批评相关，也与瑕疵本身相关。这种区分，对我来说过于精细。无论如何，尚特莱纳都认为mémphoma有印欧语词源，并且mémphoma一词还与哥特语bimampian（“侮辱、难以预测的”）存在关联。索尔·莱文论证，这两个闪米特语和希腊语的词汇都一定是从第三种语言借用而来的，因为“印欧语和闪米特语的动词词根中，都没有同一个辅音发两次音的现象”
(68)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许多闪米特语名词具有以下结构：阿拉伯语bab（“门”）、迦南语gåg（“屋顶”）、dad（“乳房”）以及基础词形layil、lailåh（“夜晚”）。因此，mûm在闪米特语中作为一个名词，似乎是完全合理的。

希腊语ὃσιος（H）的意思是“被神法处罚”。[image: ]
 的意思是“适合献祭的完美动物”。Hosíoi是德尔斐的祭司，他们与这些动物有关，hosioō的意思是“献祭、净化”。简·哈里森认为这一词汇以及与其有关的词群是俄耳甫斯秘仪和晚期希腊宗教的核心。她对这些词汇的描述是：“这个被视为神灵附体的动物被称为霍西俄忒尔（Hosioter），该词义为‘被视为神圣的人’。我们猜想此名称应被用于形容祭司而不是牺牲……我们只能根据推测将霍西俄忒尔一词解释为献祭的牺牲，这个牺牲被视为是神的化身。如果这个牺牲是一头公牛……”
(69)



继布鲁格曼之后，波科尔尼认为hos-起源于印欧语词根*es（“成为”）。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基于语音和语义的原因，一个更为精确的词源是埃及语动词ḥsἰ（“歌唱”）和ḥs（z）ἰ（“赞美”）。
(70)

 库尔特·泽特和雅罗斯拉夫·切尔尼根据发音或咝音对这两个词根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71)

 考虑到歌唱和赞美之间细微的语音差别以及全球性的关联，我发现不承认这两者之间存在任何联系是异常困难的。无论如何，它们被认为存在于晚期埃及语之中。科普特语词形hōs的意思是“歌唱、奏乐、赞美”。这一词汇加上后缀-i可见于更早的词形中，为hósios一词提供了极佳的词源。
(72)



更有意思的是埃及语ḥsy、科普特语hasie或esie（“被淹死或被赞美的人”）。后者在希腊语中的词形是[image: ]
 ，意思是“用于赞美死者的埃及语”。
(73)

 另一个神话版本记载，奥西里斯不是被塞特打倒的，而是被他淹死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故事版本对哈德里安（Hadrian）的情人安提诺奥斯（Antinoos）“神秘的”溺亡来说非常关键。
(74)

 这一故事显然比较古老，而且奥西里斯被等同于尼罗河泛滥的洪水，它在《金字塔铭文》得到验证。
(75)

 在托勒密时代，这种神就像阿庇斯公牛一样与其民族密切相关。
(76)

 因此，hasie（“被赞美的人”）几乎无疑指的是奥西里斯和德尔斐的hosiōteˉ́r以及公牛。哈里森认为“用于献祭的牺牲被认为是神的化身”，而且通常是一头公牛。普鲁塔克在其他地方提到了狄奥尼索斯的公牛形象。
(77)

 在德尔斐存在着希腊化了的奥西里斯崇拜的观点，不应该被随意摒弃。2世纪的小说家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os）描绘了德尔斐祭司的好奇心，他写道：“与这个国家（埃及）相关的所有事情对希腊人来说都有特殊的吸引力。”
(78)



闪米特语词根[image: ]
 在乌加里特语中保存了下来，其含义是“恐怖、恐吓”。在希伯来语中，它变成了√‛rs̩。在被埃及语借用后，它变成了[image: ]
 。
(79)

 不论是这一词根本身还是它的闪米特语原形，都为ὀρεχθέω（H）（“献祭公牛的吼叫和颤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khth/代表了复杂的闪米特语/ṯׅ/。尚特莱纳否认其与ῤοχθέω（H）（“吼叫、哞”）一词之间的任何联系。他列举了一些“表示噪声的表情语词形”，例如ῤόθος、[image: ]
 和[image: ]
 ，然后列举了带有相似词尾的βρόχθος和μόχθος。他认为这些词都没有词源。这看起来确实像是为“音义联觉”即与发音有关的语义关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与此相关的内容在第一章中已经讨论过。
(80)

 但是，[image: ]
 的存在，表明orekhtheō和rokhtheō是这一词群的核心。

耶恩斯泰特提出，假定的合成词*strqḥ（t）（其科普特语词形为rōkh或rekh）意为“燃烧的地点”，为ἐσχάρᾱ（H）（“用于献祭的矮炉”）提供了一个词源。在完全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耶恩斯泰的假说似乎是合理的。
(81)



我已经对以下词汇的派生词进行过讨论：βασυνίας（“用于献祭的糕饼”）、*pз/snw（“用于献祭的食物”）、源于leibō（“涌出”）和rmἰ（“哭泣”）的λιβρός（“牺牲的深色血液”）、源于√spk（“滴水、流血”）的σϕάζω（“割断牺牲的喉咙用于献祭”），以及源于dnἰt（“节日”）的θοίνη（“献祭后的节日”）。
(82)




 熏香、鲜花以及香味

[image: ]
 和其他源于nṯr的衍生词，以及源于snṯr的ξάνθος（“芳香”），已在第十章探讨。
(83)

 关于ληδανον（“鸦片酊”）和μύρρα［“没药（树）”］的闪米特语词根，参见第十四章。
(84)

 关于νέκταρ，参见第十一章。
(85)




 气味

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包括诸多可能有亚非语词源的词汇，在前几章中已经提及的有：[image: ]
 。
(86)

 迦南语hågåh的意思是“去除渣滓或杂质或驱逐不洁的人”。[image: ]
 （5）的意思是“献祭仪式，打击有罪者的宗教禁令”。词典编纂学者们很自然地对一些相似词汇充满好奇，例如ἅγιος（5）（“宗教的”）、ἅζομαι（H）（“感受宗教敬畏”）、ἅγνος（H）和Α̛γαιος。

sзḫ是动词зḫ（“成为神/灵”）的使役动词词形，作为形容词时，意为“辉煌的、壮观的”。sзḫ本身的含义是“赞美（神）、美化（坟墓）”。这为希腊语σέλας（H）（“闪烁、亮光”）一词提供了可信的词源。正如尚特莱纳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词汇的像所有其他词首是s-的词汇一样，其词源是“含糊不明的”。他反驳了弗里斯克罗列的分析。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同意σελήνη（H）（“月亮”）一词源于selas的观点。

这两个词汇都接近于希伯来语hågîn或阿拉姆语hăgan（“合适的、值得的”）。
(87)

 尽管尚特莱纳面临缺少ágos的送气音的难题，但是他仍希望把这两个词汇与拉丁语sacer联系起来。与/ḥ/相对，迦南语/h/的弱化可以解释希腊语中送气音的交替现象。相比sace和sānctum之间的关系，埃尔努和梅耶对sacer和házoma之间的关系更不感兴趣。他们把/n/视为一个中缀。如果是sānctum是一个基础词形而不仅仅是sanciō的过去分词形式，那么将其视为源于snṯr/xánthos比认为其源于神秘的sacer看起来是更为合理的。埃尔努和梅耶总结了与sanciō有关的词条：

带有印欧语词源的希腊词汇和梵语yájati（“他献祭”）之间的关联，在词形和词义上都不太成立。拉丁语sanciō、哥特语sakan和希腊语ἅζομαι无论是从词义上还是从词形上都不具有足够精确的相似性，以证实这一说法。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表示神圣观念的词汇在整个印欧语系中得到证实。这个纯粹的宗教词汇在不同的印欧语里，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就希腊语而言，它很容易被解释为从亚非语中的这一语义场借用而来。因此，提出希腊语中的ágos、hágios、hágnos和házoma有迦南语的词根似乎是合理的。

Στύξ［（Styx）斯提克斯河］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死亡之河，在阿卡狄亚被用于形容寒流，源于动词στυγέω（H）（“感到恐怖、厌恶”）和形容词στυγνός（“可恶的、讨厌的”）。Stkn是tkn（“接近”）的使役动词词形，它形成了一个特有词义“就任、变得昏暗、处决”。尚特莱纳提出该词汇与俄语stýgnuti（“恢复、结冰”）有关联，与之相比，它的埃及语词源似乎是更为可信的。
(88)



埃及语šps（s）的意思是“高尚的、辉煌的、威严的”，这一词汇经常被用于形容诸神，它为σέβομαι（H）（“表示敬畏”或“宗教虔诚，通常是对神的宗教虔诚”）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
(89)

 承认这个埃及语词源将意味着词典编纂学者们把其视为一个派生名词σέβας（H）（“宗教虔诚、崇拜”）。由此衍生出的是一个不定过去时词形的动词σεβάσσατο（H）。形容词εὐσεβής的意思是“虔诚的、对诸神及其法律表示恭敬”，它应被视为保存了最初的词尾-s。源于*σεβνός（“受人尊敬的、激发人怀着敬畏的宗教虔诚的人”）的派生词σεμνός，被用于形容诸神，尤其是得墨忒耳和复仇女神们。有趣的是，在这种尊敬中，šps这个词仅在科普特语中以阴性词形šapši保留了下来，这一阴性词形源于较早的词形špst（“贵妇”）。
(90)

 该科普特语词形的发音强调/á/，这表明晚期埃及语中的重音/é/源于此。
(91)

 根据布鲁格曼提出的观点，尚特莱纳认为其基本含义是“退休”，并且因此，这一词形被视为是梵语tyájati（“离开、放弃”）的同源词。果不其然，亚马尔·弗里斯克（Hjalmar Frisk）和睿智的梵语词典编纂学者曼弗雷德·迈尔霍费尔都有他们自己的疑惑。

带有-a-发声法的šps的另一个稍晚出现的派生词，似乎是诸神的描述语（epithet）Σαβάζιος或Σαβος。在弗里吉亚，宙斯·萨巴兹乌斯（Zeus Sabazios）受到广泛崇拜。在色雷斯，该求显灵词是用于描述狄奥尼索斯的。在12世纪早期，A．B.库克（A．B．Cook）在弗里吉亚和色雷斯发现了利比亚人的宙斯·阿斯贝斯忒斯（Zeus Asbystes）与弗里吉亚人和色雷斯人的萨巴兹乌斯之间的相似之处。基于此事实及大量其他相关的根据，他提出存在着一个色雷斯—弗里吉亚—利比亚语（Thrako-Phrygio-Lybian）下位层。
(92)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那样，在被希腊文化渗透之前，在埃及和北爱琴海之间这片区域存在着明显的往来。
(93)




 秘仪

Wзg和ʼοργ-

埃及语wзg指的是“呼喊”和“宗教节日”。
(94)

 Wзg明显通过腭音化与wзḏ（“绿色、使变绿、茂盛的”）产生关联，它用来描述洪水泛滥后的尼罗河三角洲。该词在探讨Pr wзḏyt（阿芙洛狄忒）时提到了它。
(95)



以ʼοργ-为字首的希腊语词群，覆盖了一个明显类似的语义场。ʼOργή（H）指的是“激情、愤怒、性情”，尤其指“女人们反复无常的情绪”。orgē的另一个用法可见于一个罕用词，明显指的是“神圣的土地”。ʼOργάω（5）（“充满活力”）用来描写肥沃的土地或成长的植物。ʼOργάς指的是“灌溉良好但整体上未被开垦的土地”。ηʼOργάς［“俄耳加斯”（Orgas）］指的是埃琉西斯周围一块狭长的肥沃但未被耕种的土地。这块土地是献给得墨忒耳的，又以拉里亚平原而为人知晓。该词可能源于词形r-зḥt，这个问题已在第九章探讨。
(96)

 传统的观点认为，orgē、orgaō和orgas与梵语[image: ]
 （“事物、精力”）是同源词。尚特莱纳声称，它们与具有引申义“愤怒”的爱尔兰语ferc是类似词。不过，他承认，切梅林伊提出了一个论证充分的观点，来反驳该词源于[image: ]
 的词源分析。
(97)

 然而，尚特莱纳认为切梅林伊将orgē追溯到ὀρέγω（“伸直臂膀、渴望”）是一种“冒险的”做法。总而言之，印欧语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定论。R-зḥt这个埃及语词源不仅在语音和语义上更为吻合，并且它的语义场将这个希腊语词干的语义完全涵盖。

῞Oργια（6）指的是宗教仪式，尤其是与得墨忒耳和其他神灵有关的秘仪的宗教仪式，并且都带有极度狂欢的特征。古代的作家们公认它与orgē在语音和语义上都极为接近，但是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它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印欧语词源*werg（“工作”）。尽管这个词汇毫无疑问与希腊语ὄργανον（“器具”）以及ἔργον和ἔρδω（“工作”）是同源词，但是在语音和语义上都将orgia纳入这个词群，过于牵强附会。它只是明显与orgē有关联。最后，῎οργον（“一个雅典宗教共同体中的一名成员”）也应该放在阿提卡和埃琉西斯的背景里来和orgē一起探讨。

Orgē和orgia之间的类似性以及它们和wзg之间的类似性，可以从下面一段对埃及宗教节日的描绘中看出来：

wзg节是泛滥期第一月的第十七天进行庆祝的，这一天禁止饮酒，以纪念该神；并且，葡萄酒明确被认为与带来沃土的尼罗河洪水有关联……奥西里斯被描绘为处在一个由葡萄树枝叶装饰并被一棵葡萄树遮挡的凉亭里。可以得出结论：葡萄酒……带上神秘意义……它是奥西里斯赐予的能起死回生的神酒。
(98)



博学的农诺斯记载，斯塔菲罗斯［（Staphylos）他的名字可以翻译为“葡萄（树）”］死后，狄奥尼索斯举办了一场宴会，前者在他的儿子伯特里斯［（Botrys）“葡萄串”］的身体里复活。农诺斯认为它类似于和埃琉西斯秘仪和阿米克莱的ʽϒακίνθια（许阿铿提亚）节。
(99)

 Hyakinthia（许阿铿提亚）源于*Wзg nṯr，发生语言借用时，/з/已经失去了它的辅音值，这一问题将在第二十一章探讨。
(100)



从定义上看，秘仪是神秘的；所以，如果存在着对它们的直接描写，也是非常少的。当代学者可以利用的对埃及秘仪入会仪式的详细描写，只有两个片段，它们是从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第一个片段出现在拉丁文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中，这篇小说是北非作家阿普列乌斯（Apuleius）写作完成的。小说详细地描述了英雄卢修斯（Lucius）加入伊希斯秘仪的入会仪式，它是在希腊进行的。我认为大部分希腊秘仪体系是建立在埃及基础之上的，玛丽·莱夫科维茨（Mary Lefkowitz）对此进行了评论，认同了“阿普列乌斯描写的仪式中存在着埃及因素”。她继续写道：“但是，终究有一个不同的特征：卢修斯是活着入会的，而朗诵经文的埃及人是死后才允许跨入秘仪的门槛的。”
(101)



反对玛丽·莱夫科维茨的观点是广泛存在的，德国的埃及研究专家、记忆史学专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题目为《古代埃及丧葬宗教中的死亡与入会仪式》。对法老文献和阿普列乌斯关于卢修斯加入伊希斯秘仪的入会仪式的描写进行考查后，阿斯曼是这样开始总结他的文章的：

没有人会怀疑，如阿普列乌斯所描写的那样，伊希斯秘仪的入会仪式从根本上讲，源于埃及丧葬宗教中复杂的仪式和观念。其他的入会仪式也是如此。从这一点来看，死亡和入会仪式之间的关联是毫无争议的。不过，在这一考查中列出的许多线索，让我们有理由从相反的方向探讨。让我们尝试着对构想的结果提出一个假设：丧葬仪式是以“加入冥界秘仪的入会仪式”形式举行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与“这个”世界的崇拜仪式相对应的仪式和观念，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
(102)



奥斯曼主张丧葬仪式是基于活人的入会仪式形成的，我的观点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不过，古代埃及的入会仪式和葬礼导向之间的关联极为密切，并且希腊的活人的入会仪式和埃及的亡灵的入会仪式之间的明显差异也会随之消失。
(103)



第二个对秘仪的入会仪式进行详尽描写的记载源于一份用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草书写成的纸草文献，它描写是一位名叫霍尔西斯奥斯（Horsiesis）的祭司的入会仪式。这一入会仪式是在阿拜多斯、布巴斯提斯和卡尔纳克等古代宗教崇拜中心举行。
(104)

 阿普列乌斯描述的入会仪式和霍尔西斯奥斯参加的入会仪式，有三个明显的共同特点。首先，它们都完全基于埃及传统举行的。其次，许多类似的描写可见于《亡灵书》或它的本名《白昼现身之书》。最后，它们类似于希腊最著名的秘仪即阿提卡的埃琉西斯秘仪的许多仪式。

持怀疑观点的学者格温·格里菲斯（Gwyn Griffiths）试图调和这三个类似性。他主张，现世生命的灵魂再生是希腊人和埃琉西斯人特有的。不过，他进一步写道：“这种观念或许在希腊化时期的埃及得到了发展，成为一种极为古老的埃及丧葬传统的发展和映射。”
(105)

 他的立论基础似乎是，希腊人和晚期埃及人都独立地为活人发明了灵魂入会仪式，它们类似于死者的亡灵的旅程。希腊秘仪是由埃及秘仪发展而来的观点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埃及迷”（“Egypto-maniac”）式的幻想，它混淆了实际情况；事实上，希腊秘仪是因为某种埃及仪式的传入而变得内容丰富。

至少从表面上看，埃琉西斯的得墨忒耳崇拜中的秘仪和入会仪式类似于阿拜多斯和埃及其他的宗教崇拜中心的奥西里斯崇拜。并且，埃及的圣甲虫和伊希斯——得墨忒耳是她的希腊对应神——的一个象征符号在埃琉西斯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8世纪的坟墓中发现。
(106)

 基于这些原因，尽管遭到大多数古典学者的否定，但是许多20世纪最优秀的专家接受了古代主流观点，认为得墨忒耳崇拜是从埃及传入埃琉西斯的，时间早于特洛伊战争，或者处在我们今天称之为青铜时代的晚期。在这些学者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古典学家保罗·富卡尔，他主导了20世纪早期的埃琉西斯研究，并且他的详尽研究至今仍然受到尊重，甚至受到最保守的学者的尊重。
(107)

 稍后的一位法国古代史学家，吉尔伯特·查尔斯—皮卡尔被普遍认为与富卡尔的观点相左。不过，甚至他也承认，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很久”，埃琉西斯秘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的影响。
(108)

 1971年，英国学者A．A.巴布（A．A．Barb）也发现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关联。
(109)

 坚定的孤立主义学者让·阿尼在提到伊希斯和得墨忒耳的时候承认，“似乎从史前开始，希腊和埃及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类型的‘相互理解’”。
(110)



在来自阿普列乌斯和霍尔西斯奥斯的证据之外，还存在着塞梯一世（Seti the First，约公元前1109年—公元前1291年）的神秘的地下陵墓（Cenotaph），或称奥赛里昂（Oseirion）。这个建筑物有着复杂的通道，其上刻有残破的象形文字和《亡灵书》残篇；还有一个奇怪的地下岛屿，以及一个大厅，大厅墙壁上刻有描写一个神秘宗教表演的铭文。
(111)

 这个地点似乎有可能是用于举行入会仪式的。

此外，有一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的篇章，它们称仍然活着的人们为mз‛ḫrw（“真实的声音”），这个称号通常是称呼死后的永生者。
(112)

 甚至有一个人就是被这样称呼的，他声称参加了《亡灵书》中描写的一个仪式。
(113)

 因此，存在着支持阿斯曼观点的可靠证据，即丧葬指令与活人的入会仪式极为类似，换言之，《亡灵书》有时候会被当作这些丧葬指令使用。这一证据也同样支持古代人的观点，即希腊秘仪和与之相关的入会仪式源于埃及。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μυστήριον（6）本身。印欧语词根*mū指的是“闭上嘴唇”或保持“沉默”。它是一个用于解释希腊语[image: ]
 “保持沉默”的重构词。
(114)

 保持沉默的确是秘仪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个被提出的词源只能解释该词汇的第一个音节。19世纪学者雅各布·利维（Jacob Levy）和奥托·凯勒（Otto Keller）的观点或许更为正确，他们提出该词可以追溯到闪米特语词根√str［“覆盖（物）、面纱、躲藏”］。如凯勒所暗示的那样，它的词源可能是迦南语Hophal分词*mastår（“导致被隐藏”）。
(115)

 反对凯勒这一具体观点的论证是，如果mustērion源于闪米特语，那么它更有可能源于带有名词化或方位化前缀m-的√str。它在希伯来语mastêr（“隐藏、隐藏行为”）、mistōr（“隐藏地点、隐蔽处”）和mistår（“秘密地点、隐藏地点”）等词汇中得到证实。

对希腊文化中如此核心的要素的印欧语起源提出挑战，会导致支持雅利安模式的学者们的焦虑。例如，19世纪德国闪米特语专家H．L.弗莱舍尔（H．L．Fleischer）恐吓性地提出：“由于词汇μύστης和μυστήριον源于μυέω（μύω）和μύζω，它们带有不容置疑的纯正的希腊语起源；所以，那些推测（有时是探寻）这些词汇源于str的做法，都最好停止。”
(116)



在一个“雅利安主义”不太盛行的年代，我们可以考查一些闪米特语str的其他词形。带着hiphil完成时词形histîr或Niphal结构不定式词形hisater（“被隐藏、隐瞒”）的前缀hi-，能为阿尔戈斯的一个阿芙洛狄忒节日的名称ὑστήρια提供一个解释。
(117)

 此外，尽管有可能与印欧语词根*udero（“腹部”）混淆，ὑστέρα（“子宫”）更有可能从语音上追溯到histîr或hisater（“隐藏的”）。希伯来语名词sêter被专门用来指“子宫”。
(118)

 由于与秘仪的狂热情绪相关联，相对于假设的子宫漂动的通俗词源而言，它为ὑστερικός（“歇斯底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释。拉丁语histerio（“演员”）被认为源于伊特鲁里亚语。不管是否如此，或者它是否直接源于腓尼基语，秘仪和戏剧之间的关联足以证明这个词群。
(119)



尽管以hi-为字首的词汇明显源于迦南语，但是mystērion的词源并不是如此清晰可寻。根据埃及宗教研究专家S.马亚西斯（S．Mayassis）的观点，该词源于埃及语词根√stз。
(120)

 当然，它与√str是同源词，并且也同样需要带有一个名词化和方位化前缀m-。不过，m-也可以作为方位格介词独立出现。因此，m stз（“秘密地”）便得到证实了。
(121)

 使役词sstз在奥西里斯“神秘”崇拜中处于核心地位。
(122)



这些希腊语中源于西闪米特语hi-str的借用词暗示，mystērion也源于该语言。不过，绝大部分文献和其他证据证明希腊秘仪与埃及的联系大于其与黎凡特的联系，就此强烈地表明该词源于mstз。

与埃及的联系，也可以在专有词汇中找到。一些此类词汇已在前几章探讨：Anaktórion源于‛nḫ“埃琉西斯的小房间，用于存放hierá”；hierá（“圣物”）源于ἰзyt；[image: ]
 “小麦穗，在埃及被视为象征奥西里斯的神圣符号”源于nṯr。
(123)

 然后是páx，在入会仪式上的哭喊，源于bs（“开始/接纳入会”）。
(124)

 Tελετή（“被秘仪接纳为成员”）源于词根tel-和埃及语（r）ḏr。
(125)



另外两个在埃琉西斯秘仪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词汇是κάλαθος（5）和κίστη（H），它们也可能有埃及语词源。埃米尔·沙西纳（Émile Chassinat）讨论在登岱拉
*

 托勒密神庙中举行的仪式时写道，一个来自阿拜多斯的圣物箱得到了使用。该圣物箱由ἰnswty（“灯芯草筐”）构成，装有……一个花瓶qrḥt，其上是神圣的、戴着王冠的奥西里斯头像。
(126)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写道：“埃琉西斯秘仪的程式化语言如下：我已禁食，我已吸入气流；我已从柜子kístē里将我完成的任务放进kálathos（‘篮筐’）中，并且从篮筐里将我完成的任务放进柜子里。”
(127)

 关于登岱拉的奥西里斯秘仪的铭文有以下词句：“这个qrḥt（‘罐子’）放在他（祭司）的手里，然后，他说：‘我是荷鲁斯，拜访夫人您。我给您带来了我父亲（奥西里斯）的这些（东西）’。”
(128)

 普鲁塔克也提到一个节日，它也涉及类似的器物：“在第19天晚上，他们走向海边，祭司们取出圣箱（kistē），其中放着一个金盒（κιβώτιον）。他们将携带来的一些饮用水倒进其中，在场的人们高声呼喊‘奥西里斯被找到了！’”。
(129)



在《金驴记》中，阿普列乌斯提到一个在秘仪游行过程中捧着一个箱子（cista）的祭司，箱子里盛放着“神秘的物件，掩藏在其中的还有令人生畏的命运之神所赐给某个人的不可揣测的礼物”
(130)

 。

kálathos能够追溯到qrḥt吗？kálathos有一大堆令人费解的词义。它的最基本词义是“在得墨忒耳仪式上提的底部狭长的篮筐”。它也是埃琉西斯秘仪术语的一部分。
(131)

 同样，krḥt作为罐子，在登岱拉托勒密神庙举行的奥西里斯秘仪仪式上使用。
(132)



不过，kálathos也可能指“柱头”；并且，表示“小”的词汇kalathískos指的是“一个房间或柜子的顶部”。另外一个源于qrḥt的借用语，似乎是κάρταλλος（3）（“锥形小篮筐”）。该词后缀显然表示“小”。除了提到与κυρτός（“弧形的”）之间存在着可能的关联，尚特莱纳没有给出任何别的解释。

尚特莱纳也没有为kálathos提供任何词源，但波科尔尼将其与κλώθω（“旋转/眩晕”）联系在一起。
(133)

 不过，kálathoi的重要性似乎不是源于制造它们的材料，而是源于它们的形状——狭长的底部。这就与qrḥt有所类似。
(134)

 眼镜蛇[image: ]
 （I13）（“作为护卫的蛇的灵魂”）的头部也是这样的形状，qrḥt也是这样。在科普特语中，kalahē指的是“胸部、腹部或子宫”。维奇赫尔遵循沃尔特·克拉姆的观点，主张该词由kala＜qrḥt和hē（“腹部或子宫”）构成。不过，索尼隆（Sauneron）认为，kalahē是qrḥt即原始的母眼镜蛇的“子宫或卵”，万物都产生于此。
(135)

 在帝国时期，许多以色列的篮筐、盒子和柜子都与蛇形类似。格里菲斯似乎合理地给出了这些词汇的一个埃及语词源。
(136)

 考虑到语义类似以及科普特语语音的发展，kálathos似乎极有可能源于qrḥt。词尾的-t将发先前的/ḥ/的送气音。这个语言借用将发生在词尾-t被取消之前或后来作为一个复古词被重新添加（这种现象在宗教词汇中极为普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回到κίστη（H）本身。它的标准翻译是“篮筐”，不过，它有时是用树皮做成的，并且是拉丁语cista（“盒子、柜子”）的词源。由此可知，这些词义至今仍在希腊语中使用。拉丁语cista——它在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中产生了许多衍生词，包括英语中的“case”（手提箱）、“chest”（柜子）和“cist”（石柜）——一般被认为可能是从kistē经由伊特鲁里亚语借用到拉丁语中的。kistē唯一可能的印欧语同源词是存有疑问的古爱尔兰语词形ciss（“篮筐”）。
(137)

 该词更有可能是来自cista的借用词。
(138)

 无论如何，得到更好证明的爱尔兰语词汇必定是一个借用词。考虑到宗教背景，尚特莱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态度，只是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借用词。

在亚非语词汇中，箱子、大篮子或篮筐的语义可能存在着模糊性。奥廖尔和斯托尔博娃假定了一个词根*kič（“篮筐，容器”），可见于西乍得语、中库希特语和东库希特语。
(139)

 无论是否相关，埃及语qrst（“埋葬”）、qrsw（“棺材”）和qrstt（“葬礼器具”）都与[image: ]
 （Q6）连写。在晚期埃及语中，存在着qrst（“冠词箱子形状的石棺”）。在世俗体中，qst表示“埋葬”和“（尸体的）防腐处理”。Qrsw（“棺材”）在科普特语中写为kaise、kese（S）和kaisi（B）。维奇赫尔重构了从*qirsat到*qiasat的演变。

Qrst（“埋葬”）演变为kōōs，表明最初存在着/āā/。它的定性词形或完整词形是kēs。
(140)

 因此，无论哪个词存在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某个时候并且词尾/-t/仍然发音，它将为kistē提供一个很好的词源*kéist。

欧摩尔波斯家族和刻律刻斯家族

众所周知，希腊的祭司人员和祭司集团远远少于埃及。不过，在埃琉西斯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祭司集团——Eὐμολπίδες［（Eumolpids）欧摩尔波斯家族］和[image: ]
 ［（kērykes）刻律刻斯家族］。前者的名称可以最终追溯到闪米特语，后者的名称可以追溯到埃及语。

没有任何古代作家们怀疑得墨忒耳崇拜和与她有关的秘仪有着海外联系。荷马的《得墨忒耳圣诗》描写，女神到达埃琉西斯，受到了当地显贵的欢迎，其中包括欧摩尔波斯，他是欧摩尔波斯家族的名祖（the eponymic founder）。欧摩尔波斯家族和不太重要的刻律刻斯家族在整个古代，都为埃琉西斯秘仪提供祭司。
(141)

 不过，普鲁塔克、帕萨尼亚斯和吕西安（Lucian）都宣称，欧摩尔波斯从色雷斯来到埃琉西斯，创立了埃琉西斯秘仪。
(142)

 阿波罗多罗斯主张，建立该崇拜的祭司是在埃塞俄比亚长大的。
(143)



与这些人的观点相反，向狄奥多罗斯提供信息的埃及人告诉他，欧摩尔波斯家族源于埃及祭司，刻律刻斯家族源于祭司中的较低等级抬神龛者（Pastophoroi）。这些埃及人还告诉他，是厄瑞克透斯将秘仪传入到埃琉西斯的，他们认为他是公元前1409/8年统治阿提卡的埃及法老。
(144)

 派罗斯铭文的记载与这个年代相符。不过，阿波罗多罗斯认为得墨忒耳和狄奥尼索斯到达埃琉西斯的时间稍微早于潘狄翁在位时期。
(145)

 两个年代都处于第十八王朝的鼎盛期。尽管观点不一致，但是将得墨忒耳等同于伊希斯、将狄奥尼索斯等同于奥西里斯的问题上不存在争议，对希腊和埃及秘仪中的诸神也没有争议。

我们再回到欧摩尔波斯和欧摩尔波斯家族的话题上：尽管他们被广泛认为来自色雷斯，但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来自埃及，并且保留了埃及传统。欧摩尔波斯家族的提摩透斯（Timotheus），可能是作为一个通晓埃及宗教希腊化教派的专家，被托勒密一世传召，来建立或改革赛拉匹斯（Serapis）崇拜。
(146)



欧摩尔波斯和埃及之间的关联因Mελάμπους（墨兰普斯）的埃及词源而变得更为可信。去掉前缀eu-再加上常见p＞mp的鼻音异化，该词就会出现一个相同的辅音结构mlp。这两个人都在传说中有着明显类似的职能。Melampus（墨兰普斯）被认为字面意思是“黑色的脚”，它与μεάμβροτες（“黑人/尼格罗人”）有关联。认为埃及是一个魔法和医药之国的观点，在古代几乎是普遍流行的。因此，墨兰普斯作为一个埃及人，很可能是《奥德赛》中那位技艺精湛的预言师和识鸟兽语的英雄的传说祖先。
(147)

 根据斐勒库德斯和希罗多德的观点，凭借治疗疯病的能力，他获得了阿尔戈斯5/6的土地。
(148)

 考虑到其他有关埃及—叙利亚人获得东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传说，这个观点是挺有趣的。
(149)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墨兰普斯从埃及把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和对他的崇拜尤其是关于他的生殖崇拜游行带到了希腊。
(150)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扩充，墨兰普斯从埃及将得墨忒耳的节日以及她的悲伤故事带到了希腊。
(151)



如果不存在鼻音异化，那么mrp/mlp更多地指向黎凡特而非埃及。科斯岛传说中的第一位国王Mέροψ（墨洛普斯），他的名字的异体拼写有Mεροπίη和Mερόπη，他是一位医师，足迹遍及整个希腊，尤其与阿斯克勒庇俄斯（Aσκληπιός）崇拜有关联。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名字源于Ḫprr，将在下一章探讨。迈克尔·阿斯特提供了详尽的证据，证明它们源于西闪米特语词根√rp>
 （“治疗”）和被证实的词形mərappe>
 （“医师”）。
(152)

 他也将这些名称与Marapijo联系在一起，它是一个来自克诺索斯的人名。不过，奥斯卡·兰道（Oscar Landau）将这个人名理解为墨兰普斯或墨兰匹俄斯（Melampios）。
(153)

 这些解释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墨兰普斯这个名称非常有可能受到了mélas/mélanos（“黑色的”）影响，进而受到了埃及语的影响。像墨洛普斯一样，它可能来自mərappe>
 ，Melámpus是在迦南语的[image: ]
 转换之前经过一个鼻音异化完成借用的，而Mérops则是在其后。

在麦加拉城，墨兰普斯被认为是一位早期定居者，并且定居地离狄奥尼索斯神庙很近。在附近的Aἰγόσθενα（埃戈斯特那），帕萨尼亚斯记述，墨兰普斯被作为一位神崇拜，这个观点被碑铭材料证实。
(154)

 Aigosthena（埃戈斯特那）的第一个音节是aix，即aigos（“山羊”）。没有理由怀疑20世纪初学者A．B.库克的观点，他认为，墨兰普斯是狄奥尼索斯作为山羊和医师尤其是治疗疯病的医师的形象。
(155)



麦加拉位于埃琉西斯西边，相距仅有10英里。欧摩尔波斯能够和墨兰普斯这位崇拜狄奥尼索斯的预言家和医师联系在一起，也能和另一位医师墨洛普斯以及闪米特语mərappe>
 联系在一起吗？保罗·富卡尔认为欧摩尔波斯源于melpō（“跳舞、唱歌”）、Molpē和mólpos（“歌手、音乐家”）。他进一步声称，Eumolpos（“优秀的歌手”）是mз‛ḫrw（“真实的声音”）的直译词。
(156)

 不管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帕萨尼亚斯注意到了mόelp和狄奥尼索斯之间的一个联系：“在其（雅典得墨忒耳神庙附近的一个柱廊）中，就像在普拉提昂（Pulytion）的房屋里一样，他们说，一些雅典的杰出人士滑稽地模仿埃琉西斯秘仪，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是献给狄狄奥尼索斯的神圣之物。这位狄奥尼索斯被称为‘游吟诗人墨耳普洛墨诺斯（Melpomenos）’”。
(157)



尽管mόelp有时指的是世俗的音乐和舞蹈，但是它更经常与宗教仪式和迷狂有关。由于它没有一个印欧语词源，所以它显然有可能来自mərappe>
 。
(158)

 并且，它明显有另外一个埃及语衍生词干μορϕ-（H），它也缺少一个可能的印欧语词源。
(159)

 这个词根被认为有一个基本词义“形状”。不过，这一解释包括了一些严重的异常因素。Mορϕή仅在荷马作品中出现过两次，都通常翻译为“美丽的、优美的”。不过，在这两次使用中，它带有语言魔力的含义，用作描绘感动他人的雄辩能力。
(160)



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它用作表示“形式”，该词经常指梦想和幻想的形状。[image: ]
 似乎是奥维德的摩耳甫斯（Morpheus）的词源，摩耳甫斯是睡神之子和睡梦的传送者。
(161)

 [image: ]
 也指“手势”。衍生动词morphazō指的是“做手势”，它的名词形式morphásmos是“模仿动物的舞蹈”。因此，morph的基本词义不是“形成……形状”，这是morphóomai（“成形”）以及morphoō和metamorphoō通过歌舞的魔法方式“使成形和变形”的基本词义。

希腊人相信埃及的神和人惯于神奇的变形。在《奥德赛》中，“埃及的不死神灵普罗透斯（Proteus）”能够变成任何形状。
(162)

 奥西里斯，后来化名为赛拉匹斯，作为一位魔法表演者而广为人知，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形体，并且能够变成医师完成相关的工作。
(163)

 伊希斯与神奇变化和医疗的关系更为显著。一个典型的例子出现在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
 ）
*

 中：英雄卢修斯（Lucius）凭借伊希斯的仪式与女神的爱和能力，由驴子恢复了人形。
(164)

 在150年前的《荷鲁斯斗塞特》（Contendings of Horus and Seth
 ）的作品中，伊希斯变成老妇人、少女、鸟儿（尤其是风筝）和无头雕像。
(165)

 荷马《献给得墨忒耳的圣诗》记述了得墨忒耳的类似变形。
(166)

 狄奥多罗斯引用向他提供信息的埃及人的话，说伊希斯发现了许多药物，并救活了她死去的儿子荷鲁斯，使之成为不死之神。
(167)

 这个故事明显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在刻写于2500年前的《金字塔铭文》中，伊希斯和她的姐妹奈芙蒂斯“用她们的羽翼带着治疗的药物”赶到，救活了奥西里斯。
(168)

 因此，伊希斯与医术和起死回生术的关联在可能影响到希腊之前便早已存在。
(169)



总之，墨兰普斯、mόelp、墨洛普斯和morph-都似乎来自西闪米特语mrp>
 （“巫师、巫医”）。不过，尽管带有闪米特语词源，但是所有这些词汇（墨洛普斯可能除外）都与埃及有关联，通过某种方式和伊希斯/得墨忒耳以及奥西里斯/狄奥尼索斯联系在一起。欧摩尔波斯和墨兰普斯被认为与希腊和埃及崇拜仪式的传入和等同有着特有的关联。即便他们提出了许多宗教顾忌并且事实上在许多方面都加以遵守，欧摩尔波斯和墨兰普斯还是能够为这一关联提供具体的证据。此外，19世纪，随着埃及宗教知识的增加，尤其是对《白昼现身之书》（也被称作《亡灵书》）各种修订本的翻译，两个宗教体系显示出了惊人的类似。
(170)

 所以，毋庸惊奇，欧摩尔波斯和欧摩尔波斯家族等名称应该有一个可能的亚非语词源。

埃琉西斯的另外一个较小的祭司集团是Kήρυκες或Kηρὐκιδαι（刻律刻斯家族）。该名称显然与[image: ]
 或κηρύκος（“传令官”）有关联，作为“宣礼员”，它们的埃及语词源qзḫrw（“声音洪亮”），已在第十七章中讨论。
(171)




 结语

希腊秘仪和埃及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不过，本章中提出的词源分析表明，希腊宗教和亚非语族群的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主张将会得到下一章对专有名词的研究的支持。和我们探讨的其他语义场的情况一样，埃及因素多于闪米特因素。由于埃及宗教在古代世界的影响深远，我预想这种比例上的失衡会更严重。证据证实了著名学者维克托·贝拉尔在19世纪末对阿卡狄亚的研究：尽管在青铜时代晚期埃及对希腊的影响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闪米特在这一时期或以前对希腊宗教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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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诸神、神话人物和英雄的名字


 导言：诸神

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我从我所做的调查中获知，它们来自外国，并且极有可能来自埃及，因为自从时间初始，在埃及所有神的名字都为人知晓。
(1)



海洋使得希腊人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临近的海上民族，而不是那些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山地居民。较马其顿和伊利里亚而言，埃及和亚洲更令人感兴趣。从这些远古的文化中，早期的希腊人学到了许多东西：异国男神、女神的名字，诸如赫拉和雅典娜，它们已经完全本土化了……
(2)



上面的两段引文证明，本章所做出的基本论断，既无标新立异，又非完全过时。此外，希罗多德和其他古代作家将埃及和希腊的诸神匹配：阿蒙神对应宙斯神、奈斯（Neith）对应雅典娜神、普塔（Ptah）对应赫淮斯托斯……。第二段引文举例说明，一些现代学者仍然接受这样的基本观点。什么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呢？答曰：按照源自埃及原型的具体希腊神名进行模式描述。

在第五章中，我论证了希腊语中字首增添元音（the prothetic vowels）的不规则数可以被解释为大量借用亚非语导致的结果：要么来自以>
 aleph、‘ayin、he和ḥet开头的词汇，要么来自埃及语中所使用但不总是出现在书面语中的字首添音元音。
(3)

 在希腊语中，以alpha开头的神和英雄的名字所占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以alpha开头的词汇在整个词汇表中所占的比例。在诸神的名字当中，人们可以找到例如阿波罗、阿芙洛狄忒、阿瑞斯、阿耳特弥斯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等名字。所有这些神名——阿瑞斯除外——都有令人信服的埃及语词源，而且极不可能有印欧语词源。并且，有亚非语词源的神话名字不止这些。我相信，我能够指出赫淮斯托斯、埃努阿里乌斯（Enualios）和宙斯都有论证合理的埃及语词源。


 ḪPR“变成”ḪPRR、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皮同和德尔斐

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将分别集中探讨赫尔墨斯和雅典娜。本章以阿波罗为核心角色开始，并探讨与他相关的名字，在这些相关名称中，著名的有他的凡间化身阿斯克勒庇俄斯，以及阿波罗之城德尔斐、他的海洋哺乳动物海豚（delphis）、他的神圣植物月桂树（daphnē）和他的诞生地提洛岛。本章的其余内容将罗列已经探讨过的神名并探讨其他一些至今尚未被讨论过的神名。


 “雅利安人”的神阿波罗

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直到19世纪初，阿波罗普遍被认为是年轻的太阳神。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Karl Ottfried Müller）对这一形象提出挑战，他的观点是阿波罗神是北部多利亚人充满青春活力的“金发”部落神。他认为最早期的希腊文献没有提及这位神与太阳有关的形象。
(4)

 他以及他的继承者对挑战阿波罗作为太阳神的长期存在的传统观点的论证，曾经并且仍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作品中，阿波罗神是一位重要的神灵，但他是作为一个弓箭手、带来疾病者、一位医治者和缪斯们的首领而闻名的。在这些文献中，没有一处明确将他与赋予“太阳”神性的化身赫利俄斯（Helios）等同一起。赫利俄斯和“黎明”厄俄斯（Eos）频频出现在这些史诗中，却与阿波罗毫无关系。19世纪中期，K．O.缪勒的观点被L．R.法内尔（L．R．Farnell）所谓的“太阳神话理论的愚蠢铺张”推翻，法内尔的观点得到马克斯·缪勒的拥护。
(5)

 从此时起，伴随着各种试图调和的努力，两种解释之间的争论你来我往。
(6)

 然而，尽管阿波罗作为太阳神的大众观点继续存在，但是大多数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站在了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的一边，尽管同时反对他的极端雅利安主义（extreme Aryanism）
(7)



19世纪，对于阿波罗起源于北方，人们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主要是构建在极北之地男男女女的古传故事（traditions）的基础上，这个族群与德尔斐和提洛两地都存在的阿波罗信仰有关联。极北（Hyperborean）通常被理解为“北风之北”。
(8)

 20世纪初，G．F.哈德森（G．F．Hudson）推翻了这种北方联系，坚定地指出希腊关于极北族群的古传故事从中国经由中亚传播而来。附带说一句，普罗科尼索斯人阿里斯特阿斯（Aristeas of Prokonessos）是一位旅行家，他声称从阿波罗那里获得了灵感，他们似乎在6世纪或7世纪到达了现在的新疆。
(9)

 哈德森的假设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考古学家在埃及和德国分别发现了公元前10世纪和6世纪的中国丝绸。
(10)



因此，20世纪晚期，尽管阿波罗仍然被认为“在大部分上是希腊神”，但是学者们也接受了东方联系的观点，最多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他来自小亚细亚。
(11)

 的确，存在着许多可能的安纳托利亚语词形：一个吕底亚名字Pλdans Artimuk（即阿耳特弥斯）；赫梯语词形ap-pa-li-u-na-š可能是一个神名，并且阿普鲁那斯（Apulunas）这个名字在公元前1千纪的赫梯象形文字中出现过。
(12)

 沃尔特·伯克特否认了所有这些观点的合理性。
(13)

 不过，他写道：“古代的提洛岛和利西亚保持着引人注目且可能久远的联系，并且阿波罗的一系列神谕也在小亚细亚沿岸地区流传……”
(14)

 倘若我坚持这个名字起源于埃及语的观点，我就不会对这些对等词形（parallel forms）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持否定态度。安纳托利亚文化受到埃及腓尼基文化的影响应该小于爱琴文化的影响，这是毫无理由的。

在19世纪，对阿波罗这个名字的解释是，多利亚语中的Α̛πέλλων源于多利亚语词汇ἀπέλλαι（1），意为“神圣的集会”。不为人注意的是，词典编纂者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声明阿波罗的词源“尚不可考”。希腊宗教史学家迪特里斯（D．C．Dietrich）也持有同样的怀疑态度。
(15)

 不过，伯克特仍然支持这个假设。他论证，这些集会适用于年轻人的成人礼和共同体的全权成员（full membership of the community）。他明确指出阿波罗的描述词ἀκερσιμενος即“未修剪过的头发”（这个称呼适用于成人之前的男孩子），它可以在《伊利亚特》中找到。
(16)

 这一证据的说服力被阿波罗所有严肃的词源和信奉年轻时代的阿波罗神的崇拜这些事实削弱。

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更加慎重）认为，Apellai本身源于一个假设的印欧语词汇[image: ]
 ，即“正在向前冲”。该词的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词源是埃及语词汇ίp，带有后置的-r，意为“召集、使人们集合”。
(17)

 这便使apellai成为拉科尼亚方言中另外一个源自晚期埃及语的专有名词。
(18)

 这两种词源学分析都没有解释双字母拼写-ll，并且，这有可能是与阿波罗或被提到的埃及语词根Ḫprr联系在一起的结果。


 阿波罗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是太阳神吗？

第一部分：希腊史诗中的证据

学界的共识仍然主张阿波罗崇拜中与太阳有关的形象（aspect）仅仅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的。
(19)

 B类线形文字中没有出现阿波罗的名字明显使这一观点变得更加牢固。然而，如上文所述，Payawo即Paiēōn（派昂）的名字出现在了B类线形文字文献中。派昂是一位医治之神，后来与阿波罗融合。第九章已提出，Paiēōn的词源为*pзi'wn，它是荷鲁斯的一个别名。
(20)

 在《伊利亚特》中，派昂能够医治伤者。
(21)

 埃及的医药学和作为医治之神的Paiēōn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在第七章引用《奥德赛》的一段诗文中反映出来。诗中讲道，埃及人全部是医师，“比人类智慧”并且是“派昂的种族”。
(22)

 这是紧密的并列，并且几乎无疑是对šms（w）Ḥr即“荷鲁斯的追随者们”的仿造语，其复数形式的含义为“埃及远古诸王”，单数形式的含义为“正直的人”。
(23)

 阿波罗和Paiēōn类似的相互作用与救命药物也出现在赫西俄德的一个片段中。
(24)

 荷鲁斯也有他的医治功能。
(25)



寻找派昂崇拜融合到阿波罗崇拜中的早期踪迹，并无争议。自19世纪以来，饱受争议的是阿波罗最初是不是一个太阳神。我认为，从埃及的类似神灵来看，的确是这种情形。不过，在检查这一材料之前，我愿意分析一下希腊古传故事内的证据。

首先，对阿波罗·Λύκειος的崇拜由来已久并且传播广泛，荷马将这个描述词解释为“来自利西亚的”（利西亚位于安纳托利亚）。在《伊利亚特》中，利西亚的英雄们向阿波罗·λυκηγενής宣誓。
(26)

 该描述词的含义极为模糊。它的意思可以是“生于利西亚的”；可以因为λύκος（“狼”）而成为“狼生的”，λύκος具有纯粹的印欧语词源；或者可以因为古老的希腊语词素λυκ-而成为“光生的”或“光引起的”，λυκ-如果不是来自诺斯特拉语词根便是来自印度—赫梯词根。
(27)

 复合词ἀμφιλύκη意为“黎明前的光”，在该词中存在着一个λύκη的扩大形式。并且，其中的任何两个或全部三个都有可能是lukēgenēs的词源。
(28)



在特洛伊被围攻之时，阿波罗是站在特洛伊一边进行战斗的。荷马无疑相信，在安纳托利亚西部，阿波罗崇拜如果不处于核心地位，也会处于重要地位。正如利西亚存在这样的崇拜，密西亚（Mysia）和特洛亚德（Troad）也同样存在。
(29)



法内尔分析了阿波罗·Λύκειος即狼神阿波罗的崇拜在利西亚地区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对它提出质疑。
(30)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发现了一些狼的雕像，它们与阿波罗·Λύκειος相关联。但是，他未能找到任何清楚的证据，证明希腊存在着任何一种对狼的广泛崇拜。他得出结论，这些雕像是一种极端古老原始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的宗教实践所保留的痕迹。
(31)



在希腊化时代，可供选择的第三个词源是首选，Λύκειος被解释为来自λύκη（“光”）。
(32)

 在这件事上，这些狼的形象可以被解释为民间词源学的结果，并且事实上雕刻或铸造一个狼的塑像要比制作光或者黎明的塑像更容易。由于对阿波罗·Λύκειος的崇拜极其古远并且被荷马提到，这提供了一个暗示，阿波罗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便可能与“光”，更确切地说是与“黎明”联系在了一起。
(33)



另外一个基于多义词根*λύκ构成的词是λυκάβας（H）。这个词在《奥德赛》中得到了两次证实，它们存在于对奥德修斯返家的许诺中：“当旧月亏隐、新月盈现之时。”
(34)

 不过，在晚期希腊语中，该词的意思是“年”。现代学者对它最初的——或荷马时代的——含义给出了诸多解释。学者将它与具有“狼”和利西亚含义的*λύκ联系在一起。
(35)

 但最有可能正确的是，lukabas由λύκ+βαινω组合而成，即“发光”或新月首次出现的黑夜。
(36)

 然而，不应该忘记，bainō的含义可能是“来”，也可能是“去”，因此lukabas的含义可能是“黎明”。不管其准确含义如何，从其词的构成来看，它明确指的是一个时期，可能是一个周期的完成。切梅林伊认为，该词起源于闪米特语词汇，即乌加里特语中的nqpt（“节日周期”）。
(37)



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和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论证，奥德修斯（从特洛伊启航后）漂泊了19年，在太阳年和太阴月相遇之时返回伊萨卡。这个测量结果被称为默冬周期，以纪念雅典的默冬，他在公元前432年首次测量出了这一数据。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和吉尔伯特·默雷主张，《奥德赛》文中的这些段落表明这一周期早在数世纪前已经为人知晓，并且他们相信，这部史诗是在这个时候创作或编辑而成的。
(38)

 他们的观点似乎有道理。

看来，诺曼·奥斯丁（Norman Austin）在研究奥德修斯返乡时采用了这一理论，他写道：“然而，不管lukabas是年还是月，它都决不会使这些情况发生变化，因为时间实际上在按照它的正常规律运行的：在这部诗歌中，‘这一年’和‘这一月’在这个时候是同义词。”
(39)

 奥斯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奥德修斯是在冬季里或冬季过后到达伊萨卡的。
(40)

 奥德修斯回到家的关键日期是阿波罗节，注释者认为庆祝阿波罗·Νουμηνίος的节日，Νουμηνίος的词义是“新月的”。如果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默雷和奥斯汀是正确的话，这个新月是特指的，它昭示着新年的到来。弓箭之神阿波罗的节日正适合奥德修斯进行血腥表演。然而，在奥德修斯射穿12把斧头或将12把斧头穿在一起的行为中，暗含了对年或太阳运行周期的象征主义。
(41)

 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所写论文对这一象征主义进行了批驳，并且论证阿波罗起源于东方，尼尔松接受了他的观点。他们指出，其他神通常在满月时被庆祝，阿波罗与他们不一样，他的节日是太阴月的第七日。他们认为这一节日与巴比伦的Sabattu节严格对应，Sabattu节是每月第七天专门用来进行涤罪和净化的。
(42)

 无论如何，词干*luk清楚地表明，自荷马时代或者前荷马时代以来，阿波罗便与历法及天上的光即太阳和月亮联系在了一起。
(43)

 法内尔和贝蒂（Bethe）反对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和尼尔松提出的这个观点。




偷窃太阳神的牛群。
 在《奥德赛》中，虽然奥德修斯本人没有偷窃、杀死并吃掉赫利俄斯的牛群，但是他的船员这样做了。
(44)

 奥德修斯——“这位旅行者”——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被看作他传说中的曾祖父赫尔墨斯。
(45)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赫西俄德曾提及同样的故事，这群牛是阿波罗的，而不是赫利俄斯的。《名媛录》（The Great Eoiae
 ）经常被认为出自赫西俄德之手，这位诗人在其中写道：“然后，赫尔墨斯计划着对阿波罗的牛群下手。”
(46)

 这个故事版本在《献给赫尔墨斯的荷马颂歌》中被讲述得更为具体，在黎明诞生的赫尔墨斯，总是一整天都比阿波罗先走一步，不让他的这位兄长发现并且对他做恶作剧。赫尔墨斯最惊人的举动是偷窃了阿波罗的50头牛。法内尔从这个故事中发现了一条线索，借以否定阿波罗早期的太阳神形象。他写道：“虽然环境不同，阿波罗也像赫利俄斯那样丢失了他的牛群；偷窃神牛，有时是但不一定始终是关于太阳神的故事。”
(47)



法内尔也忽略了赫西俄德所写的那段话，并且严重低估《奥德赛》中的故事和那首颂歌中的故事之间的类似性。我认为，人们可以将这一关系进一步推进，并且会发现至少到荷马时代，赫尔墨斯和他的曾孙奥德修斯已经被视为水星的化身。
(48)

 水星的运行轨迹是最为极端的椭圆形，和运转的行星和黄道带一道从繁星簇拥的天空一直运行到天极周围的“死寂天空”。与此类似，赫尔墨斯—奥德修斯是狡猾的人物，他穿梭于阳间和冥府，并连接着这两个世界。拉丁语中的Mercurius意为“商人”。奥德修斯下入哈德斯冥府，登上斯刻里亚岛（Skheria）
*

 ，这与已在第十章讨论过的埃及的星状芦苇地Sḫt iзw有着显著的类似之处。
(49)

 作为水星的化身，赫尔墨斯被称为Hermes Psychopompos，Psychopompos意为亡魂的引导者，不同世界的沟通者，并且与埃及的阿努比斯（Anubis）
**

 相对应。
(50)



金星和水星围绕着太阳转动的观念被认为是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klides of Pontos）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的，不过G．E．R.埃劳德（G．E．R．Lloyd）对此表示怀疑。
(51)

 另一方面，《献给赫尔墨斯的颂歌》强烈表明，这个发现早已被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人知晓。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很久之前便对水星和太阳的关系有了非常精深的理解。
(52)

 有关这篇荷马颂歌的行星基础的进一步证据出现在第76—78行和第210—226行，这里写道，赫尔墨斯使牛群倒退着行进，以便它们和它们的蹄印看起来是在向离开的方向行走。这很清楚地指向了众所周知的行星“逆行”。埃劳德对此进行描述：“有时，一颗行星相对于恒星们的位置在许多天内都保持不变；随后，这颗行星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向后运动，即从东向西运动，穿越这一星群；于是，在经历了第二个固定的时期之后，它又像平常那样开始自西向东的运动……”
(53)



颂歌中的这个神话因另外一个联系即赫尔墨斯与月亮的关系而变得复杂或丰富。他被赋予了统治“长着隐约闪光（ἀργίοδουσι）的獠牙的野猪”的权力。
(54)

 在这个职能上，他和埃及的透特神相匹配。不过，颂歌着力歌颂这颗嗖嗖运转的行星。以至于，不仅它强调赫尔墨斯在这三个方面是水星的化身，并且将《奥德赛》中这几行诗与荷马颂歌联系起来可以确定，至少对后者而言，赫利俄斯和阿波罗之间存在着关系紧密的类似之处。

第二部分：来自埃及语中类似词的证据


阿波罗和荷鲁斯
 。希罗多德清楚地讲道：“希腊人称奥西里斯之子荷鲁斯为阿波罗。”
(55)

 将他们视为同一个人，这在他的整部作品中都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这能够回溯到何时？阿波罗最常见的描述词是福波斯，它的词源已经在第九章探讨过。
(56)

 尽管这个词指的是“光明”，但是它的词义并非专门与太阳有关。除福波斯之外，阿波罗最常见的描述词还有ἑκάεργος、ἑκηβόλος或ἑκατηβόλος，即“远途工人、远射手”。这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普遍认为这个名字的词源是Ḥrw，它源于ḥr，意为“远”。
(57)

 在埃及的宗教神学中，荷鲁斯是盘旋在高空的猎鹰，俯冲向它的猎物。在《伊利亚特》中，宙斯命令他的儿子去鼓励赫克托耳：“阿波罗不仅没有遵从父亲的吩咐，反而像一只猎鹰（ἴρηκιἐοικώς），这个鸽子的屠杀者、有翼之物中的最敏捷者，冲下伊达山。”
(58)

 在《奥德赛》中，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描写：“一只猎鹰，阿波罗敏捷的信使。”
(59)



表述性词汇（epithet）ἑκάεργος经常被置于ἄναξ之后，Διòςυὶος（“宙斯之子”）也是这样，而阿纳克斯（Anax）有时是单独使用。
(60)

 在第十章中，我主张anax-anaktos起源于[image: ]
 即“祝他万寿无疆”。
(61)

 这是一个标准程式，它被置于在世法老的名字后面。自公元前4千纪起，在世法老被等同于荷鲁斯。
(62)

 法老有许多名字，但是排在首位的名字是荷鲁斯，它在古代是法老的首要名字。正如加德纳指出的那样：“象征着法老是古老的鹰王荷鲁斯在凡间的化身，荷鲁斯在很早就成为埃及的王朝保护神，并因此与太阳神拉（[image: ]
 ）等同。……大体来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荷鲁斯这个名字指的是居住在宫殿中（而非躺在坟墓中）的法老所具有的荷鲁斯面貌。”
(63)






特洛曾、奥鲁斯和阿波罗。
 萨罗尼科斯海湾（the Saronic Gulf）将特洛曾和雅典隔开。雅典声称是无与伦比的古老城市，帕萨尼亚斯推测，它或许是由一位埃及人建立的，并且Ὤρος“看起来像一个埃及名字而非希腊名字”
(64)

 。

帕萨尼亚斯记载：

他们说阿波罗·忒阿里亚（Apollo Thearia）的神殿是由庇透斯（Πιτθέυς）修建，并且它是我所知道的最古老的神殿。爱奥尼亚弗凯亚（Phokeia）的雅典娜神庙无疑是一座古老的神庙，被米底人哈尔帕哥斯（Harpagus the Mede）烧毁。因此，萨摩斯岛供奉皮提亚神阿波罗的神庙也甚为古老。但是，两座神庙的修建都远远晚于特洛曾的神殿。
(65)



帕萨尼亚斯对特洛曾既非常古老又和埃及有着联系的假设，不管在名称上还是在考古学上都有证据支撑。在帕萨尼亚斯看来，同样也在我们看来，奥鲁斯（Oros）这个名字直接暗示着埃及神荷鲁斯，它在希腊语中被写为“Oros”。这个神庙使我们找到了荷鲁斯和阿波罗之间的至关重要的联系：他们都是屠龙者。荷鲁斯杀死了他的叔叔，即谋杀他父亲的塞特（Seth），塞特的形象是一个水怪。阿波罗杀死了皮同（Python）。有趣的是，似乎就在同一地点，修建了一座献给圣乔治（St．George）的教堂，圣乔治是基督教中的屠龙者。
(66)

 至于阿波罗和皮同的内容，本章稍后进行探讨。




太阳、月亮和眼睛。
 在本章先前的内容中，我证明了：通过词根*luk，阿波罗可以与太阳和月亮联系在一起。荷鲁斯也同样既可以与太阳又可以与月亮，即他的“两只眼睛”联系在一起。
(67)

 关于对这两只鹰眼的崇拜和神话存在着巨大的难题，但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其中的一只被塞特损伤却又被透特（Thoth）治愈。这可以大致地而不是独一无二地与月亮的盈亏联系在一起的。
(68)

 尽管它和透特存在着诸多直接联系，但它和荷鲁斯本身存在着某些直接联系。正如赫尔墨斯被赋予了“闪闪发光的野猪獠牙（ἀργίοδουσι）”那样，阿波罗也拥有一把ἀργρέιοςβιος或ἀργυρóτοξον即“银弓”。
(69)

 根据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 of Rhodes）的说法，阿波罗也有一把“金弓”（太阳光），它的光芒可以穿越黑暗，似乎与表述性词汇αἰγλήτης（“闪闪发光的”）联系在一起。
(70)



阿波罗的弓箭在史诗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据我所知，没有材料显示荷鲁斯是一位弓箭手。不过，他以掷鱼叉而著名。
(71)

 如此一来，阿波罗使用弓箭可以被解释为希腊人对埃及古传故事的修改。对他们而言，鱼叉并不重要，而阿波罗使用弓箭则与表述性词汇“远途工人”和“远射手”很是般配。

尽管存在着这些与月亮有关的可能性联系，但是荷鲁斯从根本上来讲是与太阳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来，从上述文字中探出的有关荷鲁斯和阿波罗的早期类似性的牢固证据，可以清楚地表明：在其他方面，阿波罗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的很久时间里便已被视为一位太阳神。




Ḫprr、Α̛πόλλων。
 在《金字塔铭文》中，荷鲁斯有一个特殊的词形Ḥrзḥty，即“地平线上的荷鲁斯”，它明确地与早晨的太阳联系在一起，在被书写时，该词带有两个[image: ]
 符号。Ḥr зḥty被视为拉（[image: ]
 ）的同义词。
(72)

 这一词形和另一个词形Ḥr mзḥty转译为希腊语时被写作Ἅρμαχις，Ḥr m зḥty意为“上升的太阳荷鲁斯”，被视为Ḫprr的同义词。
(73)



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的不同面貌。太阳一般是[image: ]
 ，它的圆盘是Itn（Aten），黄昏的太阳是Itm（Atum），早晨的太阳是Ḫprr（Khopri）。自从《金字塔铭文》时代以来，太阳的这些面貌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74)

 从词源学上讲，Ḫprr起源于Ḫpr，即“成为、开始存在”。并且，它与Ḫpry（“孩子们”）存在着联系。该词群中的这些词形和其他词形在被书写时，带有由三个圣甲虫符号[image: ]
 组成的义符Ḫpr（滚着象征太阳的粪球的甲虫，在往粪堆上爬），它象征着健康和再生。因此，Ḫprr便成为处于黎明时的年轻太阳神和掌管医药以及再生的年轻神。

作为充满青春活力的太阳神和掌管医药之神，阿波罗提供了一个与Ḫprr对应的纯闪米特语义。从语音学上来讲，Ḫprr和Apollo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即它们都含有双流音。问题是/ḫ/转写为希腊语中的/ø/的情况极为罕见。然而，如果这种转写发生在晚近时期并且是通过腓尼基文字转写而来，这样的借用将会有可能存在。在腓尼基语中，/ḫ/与/ḥ/合并，而后者则在希腊语中被经常转写为/ø/。从发声上来看，Α̛πόλλων读作（C）aCoCCō，这就表明，它是在迦南语转变之后从腓尼基语那里借用而来的。

相对的晚近性（lateness）也可以在事实中寻得线索。阿波罗这个名字至今仍未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而阿波罗的对应神Παιήων的名字在其中得到了证实。Paiēōn的埃及语词源已在第九章中探讨。
(75)






Ḫprr和圣甲虫。
 Ḫpr的两个词形保存在了科普特语中，一个是来自ḫprt（“事件、发生”）的špēre，另一个是šōpe（“是、存在、成为”）。在后一个词形中，长音/ō/表明存在着公认类型的换位，即位于第三位的流音换到第二位，即由ḫpr变成*ḫrp。更为可靠的证据是，这一变化还发生在埃及语之外。首先，希腊语中存在着成对词κηραϕίς、κᾱ´ραβος（4）（“龙虾、螃蟹、长角的圣甲虫”）。
(76)

 在第八章中，列出了希伯来语/š/转写为希腊语的方式：/χθ/（/khth/）、/σχ/（/skh/）、/σκ/（/sk/）或/ξ/（/ks/）以及最后简单的/σ/（/s/）。类似的混淆无疑会发生在埃及语和科普特语/š/身上，尤其是当它从/ḫ/转变而来之时。

埃尔努和梅耶提出了一个更早的词形*scarafaius，认为拉丁语scarabaeus（“圣甲虫”）来自karabos。如果将较早的和较晚的借用语的词源视为埃及语*ḫrp和*s̮rp，这就没有必要了。为健康和再生提供保护的圣甲虫护身符不仅见于埃及，也在整个地中海和罗马帝国之外有发现。因此，完全有理由假设scarabaeus是从ḫpr即表示“圣甲虫”的埃及语的一个词形获得自己的名称的。

神名*Aσκληπιός（阿斯克勒庇俄斯）有许多变体拼写，如'Aσκλαπιóς、Aἰσκλαπιóς、Aἰσχλαπιός和Aἰσχλαβιός等。
(77)

 如此多的变体，表明它是一个借用词。尚特莱纳认为它的词源“未知，但毋庸惊奇，它是一个借用词”。阿斯克勒庇俄斯作为一个医药之神，有时被视为很早就被神化的博学者和医生伊姆霍特普（Imhotep）的对应神。
(78)

 迈克尔·阿斯特进行过详尽的研究，证明神话形象'Aσκάλαϕος（“猫头鹰”）和'Aσκάλαβος（“蜥蜴或长有蜥蜴头的蛇”）之间存在着另外的关联。它们的名字明显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变体。两者都与医药和死亡有着象征性的关联。猫头鹰是科斯岛［（Kos）在希伯来语中，kôs表示夜晚的猫头鹰］的圣鸟，科斯岛是希腊的医药中心。
(79)

 通过与医术的共同联系，阿斯克勒庇俄斯与阿波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阿斯特比尚特莱纳更坚定地认为，阿斯克勒庇俄斯缺乏印欧语词源。他写道：“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个名称的词源绝对不能只在希腊语内来追溯。”他提出，阿斯克勒庇俄斯来自阿卡德语eššepu，它是驱魔治病祭司的称号和表示“猫头鹰”的词汇。
(80)

 无疑，古希腊医学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在今天全世界通用的医学标志：一条蛇缠绕的一根权杖。
(81)

 不过，一般认为，希腊医学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埃及。
(82)

 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埃及语借用语。明显的备选词源是来自ḫrp的重构词汇*šrp。在上面列出的对应发音中，/š/可以转写为scarabaeus（圣甲虫）中的/sk/或/skh/。第一个元音弱化将会产生一个合成词*skrVp或*skhrVp，考虑到/a/和/ai/的交替现象可见于希腊语的变体中，这个合成词的出现需要一个字首增添元音/ἰ/。

来自ḫprr的Apollo（阿波罗）和来自*srp的Asklēpios（阿斯克勒庇俄斯）在词源上的联系与他们在神话中的关联吻合。阿波罗的名字上带有一个求显灵词Mαλεάτας（6），作为一个治疗者，他与阿斯克勒庇俄斯关系密切，法内尔抛弃了马勒阿塔斯（Maleatas）来自地名马勒亚（Malea）的假设，主张它的使用与疾病和治疗有关，并且它总是一个形容词。这种观点削弱了马勒阿塔斯一度是一位独立的神灵的观念。
(83)

 它最有可能的词源是埃及语“疾病”。并且，所有神话都将阿波罗作为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父亲。
(84)




 孪生神：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

接下来，我将论证德尔斐，像ἀδελϕός（“兄弟”）一样，来自意思为“一双、孪生子”的闪米特语词根。因此，阿波罗的称号Δελϕίνιος在克里特岛是为人熟知的；在其他地方，它是阿波罗的求显灵词Δίδυμος（“一对、孪生子”）的成对词。该城市和该神谕所都是从“孪生”获得它们的名字的。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阿耳特弥斯—狄安娜被视为月亮上的狩猎女神。在这个职能上，她对应的埃及神是女神Bзst，这位女神最重要的崇拜中心在Pr Bзst即布巴斯提斯，这一问题已在第九章中探讨。
(85)

 Bзst经常被描绘为猫的形象，并且，她在这一方面上与月亮等同。不过，她还有狂暴的一面，在孟菲斯，它被作为一个狮女神崇拜，她是如此的令人恐惧，以至她以委婉语Sḫmt（“强大有力的”）而为人知晓。Tmt似乎是这个被遮蔽的名字的一个合理的候选名称。如在托勒密时代的登岱拉一样，Bзst作为Tm的女性对应神被人知晓，而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Bзst的著名身份是“阿图姆神的女儿”。
(86)

 这样一来，她被视为协助荷鲁斯摧毁敌人的助手。就她的这一能力而言，她被视为一只母狮，并且等同于拉和ἰtm以及阿图姆或Tm，即黄昏的太阳神的女性对应神。

19世纪，与对阿耳特弥斯作为月亮女神或日落女神的怀疑一样，阿波罗被剥夺了太阳神的身份。抛开这一个“后来的”证词的价值不谈，更多的支持来自一些女神的描述词。许多材料都将这位被崇拜的女神与月亮联系起来提及。一段来自埃斯库罗斯的残篇这样写道：“无论谁，看不到太阳的光线，就看不到勒托女儿（阿耳特弥斯）的明亮眼睛。”
(87)

 考虑到普遍认同这位戏剧作家使用了早期的材料，这几行文字不能被作为“晚期”材料加以抛弃。她在阿提卡的菲里亚（Phlya），以Σελασϕόρος（“月亮的传送者”）而闻名。
(88)

 她也以Φωσϕóρος（“光亮的传送者”）而闻名，这就使我们更加难以区别她的身份特征了。
(89)

 其他求显灵词，既表示热，也表示光。ArtemisΠυρωνία，即“燃烧的”阿耳特弥斯，为勒尼亚节（Lernian festival）提供圣火。
(90)

 在欧里普斯海峡（Euripos）附近，她以Aἰθοπία（“燃烧的面孔”）而闻名。至少自公元前5世纪起，她被描绘为手持火炬的形象。
(91)

 像阿波罗一样，阿耳特弥斯在特洛曾也被授予了称号卢刻娅（Lukeia）。
(92)

 在《神谱》里，赫西俄德称她为ἰοχέαιραν。阿耳特弥斯的这个描述语在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作品中都很常见。因此，在很古老的时候，iokheairan已经被理解为“喜爱弓箭的”。这一词义极符合狩猎女神的身份，并且ἰoς无疑是“弓箭”。不过，iokheairan中的字首i-的音长存在着不确定性。该词的第二部分-kheairan也受到争议，并且没有定论。在埃及语中，i̓ḫḫw表示“黎明/黄昏”，它有时写作i̓wḫḫw；并且，在晚期埃及语中，它被证实写作зḫзḫ。i̓ḫḫw有时与[image: ]
 或[image: ]
 连写，表示一些神圣存在的名称。在后一种情况中，存在着一个变体写法i̓зḫḫw。
(93)

 它的语音变化——位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流音发生换位——允许它成为iokheairan的一个词源。虽然远未称为完美，这个词源，作为黄昏/黎明女神，的确与印欧语iokheairan等同。

包括khrysos（“黄金”）在内的其他描述语，经常用到许多神灵的名字上。一个有趣的复合词形，它更为具体，即χρυσοθρονος（“黄金宝座”）。该词用于描述阿耳特弥斯，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各出现了一次。
(94)

 它也用于描述日落时分的赫拉，两次用于ηώς（黎明）。
(95)

 这就使得这个描述词是受日出时分或日落时分的天空的启迪的可能性提高了。

再回来谈一下作为傍晚之神的Tm，他的女性伴侣是Tmt，她作为Bзst的对应神，出现在了一个晚期碑铭中。但是，她似乎早在《金字塔铭文》里面就具有了某些独立性。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她似乎与Rwty有关联，这两位太阳狮神又与Ḥrзḥty.联系在了一起。
(96)

 后者最大的纪念物是吉萨（Giza）的狮身人面像。
(97)

 埃及学专家同意，Σϕίγξ来自šspw‛nḫ（“活着的形象”）。
(98)

 šspw带有一个表示斯芬克斯的义符。在这个狮身人面像上半部，刻有公元前15世纪晚期法老图特摩斯四世（Tuthmosis IV）授意刻写的铭文，铭文提到了Ḥr зḥty和Ḥr（y）Tm。几乎可以确定，它们就是指Tm本身。
(99)

 阴性词形*Ḥrt Tm（t），基于已被证实的ḥrt tp（“女酋长”）的类似词构成，为阿耳特弥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源。a-表明它是一个早期借用词，发生在迦南语转换之前。存在着许多例证，证明埃及语ḥ-在希腊语被简化为ø-。

Tmt和双狮之间的早期关联与阿耳特弥斯和狮子们之间的关联相吻合，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希腊人选择了*Ḥrt Tm（t）而非*Ḥry Tm本身。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我们重新回到神话传说中——距离德尔斐以东50英里的底比斯的神话传说中。在这里，创世神话始于传说中卡德摩斯的征服和定居。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这些神话。

卡德摩斯和阿波罗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像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他来自东方。在大部分闪米特语言中，Qdm本身指的就是“东方”。像阿波罗（见下文）一样，卡德摩斯杀死了一条守卫泉水的恶龙，并建立了一座城市。

年轻的太阳神本人也在底比斯出现过，在古典时期，它被作为梣树的阿波罗（Apollo of the Ashes）或Apollo'Iσμήνιος（伊斯墨尼俄斯）崇拜，这个名字源于河流名称ʼIσμηνός（伊斯墨诺斯）。这个河流名称源于闪米特语词根√šmn（“肥胖的或肥沃的”）和神名伊斯穆恩，伊斯穆恩是一位与蟒蛇有关联的医药之神。
(100)

 河流名称伊斯墨诺斯又被称为拉冬（Λάδων），它也是另外一条蛇或龙的名字，这条蛇或龙被另外一个神化的并且与底比斯有关联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
(101)

 赫拉克勒斯也与狮子和太阳有关联。
(102)



像阿波罗一样，卡德摩斯有一位关系亲密的姐妹。许多学者认为，她的名字欧罗巴（Europa）源于闪米特语‛rb（“西方或傍晚”）。
(103)

 欧罗巴经常被描绘为戴着面纱的女子，与黑色有关联。在这方面，它类似于勒托（Λητώ），即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的母亲。勒托这个名字明显源于闪米特语√lt̩（“剑套”），这个问题已在第十四章探讨。
(104)

 它的发音类似于R‛t的早期发音，R‛t是Rē‛的女性对应神，她与瑞亚（Rhea）的关联将在下文探讨。Rē‛中的发音/r/明显与其他亚非语言中的/l/对应。
(105)

 一般而言，R‛t和Leto（勒托）都显然和夜空有关联。

阿斯特合理地论证了勒托的女儿阿耳特弥斯不仅是黑夜的象征，而且是仍然发光的黄昏的太阳和黄昏的星星的本身的象征。
(106)

 他提出，卡德摩斯和欧罗巴的母亲的名字特勒法萨（Telephassa）可能不仅仅指“照亮远方的”，也与表示金星的阿卡德语名称Dil Bad有关，赫西基奥斯将其翻译为Delephat。在巴比伦星相学中，作为清晨之星的金星，被想象为男人的形象，而作为黄昏之星的金星，则被想象为女人的形象。
(107)

 因此，卡德摩斯未能找寻到欧罗巴，从天体运行的角度来解释，清晨之星不可能追寻到黄昏之星。在埃及，将清晨视为男人并且将黄昏视为女人的观念处于次要地位。不过，在闪米特语族群中，它却占据主要地位。考虑到这些神话的闪米特语关联，这就解释了这个观念为什么将会出现在希腊。

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希腊观念又被胡里安人和叙利亚北部族群的观念推进，这些族群认为太阳神是一位女神。和埃及神话传说一样，胡里安人的女神Ḫpt也被视为一只长着双头的狮子，前者非常有可能是后者的来源。在第二卷中提到，Ḫpt是Hipta（希普塔）和Hēbe（赫柏）的名称来源，希普塔可见于俄耳甫斯圣诗，赫柏是赫拉克勒斯的妻子。
(108)

 闪米特神话将太阳神视为一位名叫špš的女神，此名称可见于古希腊的山脉名称萨佩色拉同（Sapyselaton）。阿斯特合理地解释，这个名称源于乌加里特语*špšilt即“女神萨普苏”（goddessšapšu）。
(109)



像阿波罗一样（下文将讨论），卡德摩斯杀死了巨蛇。尽管如此，底比斯和德尔斐都继续受到雌性怪兽的侵扰。在德尔斐，这些怪兽是蛇一样或狮子一样的生物。在底比斯，斯芬克斯有许多特征：她长着女人的头部、狮子的身体和鹰一样的翅膀。在探讨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德尔斐的皮同。

皮同

关于阿波罗的核心神话故事发生在德尔斐，年轻的阿波罗神和他的孪生姐姐阿耳特弥斯一同杀死了一条蟒蛇即皮同，并建立一座城市，这个城市以它的神谕而著名。阿波罗是这个城市德尔斐的保护神，但是德尔斐继续受到一只或一些雌性怪兽的侵扰，这些怪兽在某种意义上与皮同相关联。
(110)



Πῡθώ（皮托）被认为是德尔斐的古名。Πυθών（皮同）是守护这个地方的蛇或龙，它被阿波罗杀死。阿波罗就获得了Πύθιος（皮提俄斯）和Πυθαι̑ος（皮泰俄斯）的称号以及其他称号。尚特莱纳将这一词形描述为“没有词源的地理名称”。基于Pūthō（皮托）中的长元音/ū/，他遵循斯特拉博的说法，对一个古老的观点提出质疑，即这个地名与经常用于表示神谕的词汇πυνθάνομαι（“亲自告知，审问”）有关联。
(111)



在埃及语中还存在一个可能的词源。在第九章中，我讨论了potamos来自地名Pr Tm。
(112)

 在同一章中，我列举了pr在科普特语和希腊语中的不同转写：pr-、pl-、pa-、phar-、pi-、pou-以及bou。还存在一些表示pe和pē的其他拼写，但是我不能确定这些拼写是否表示*pū。由于希腊语迁移/u/变成/ü/或/y/的年代不确定，所以pou-和*pū-之间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希伯来语Pîtōm可能与希腊语Πῡθών对应，与之类似的例子可见于Pr Bзstt在《圣经》中被翻译为Pî beset、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布巴斯提斯（Boubastis）。
(113)



Pr Tm这个名称源于阿图姆的神庙和崇拜，已在第九章探讨，并且它是波塔摩斯（Potamos）的一个可能的词源。
(114)

 19世纪的埃及学专家爱德华·纳维尔（Eduard Naville）主张Pr Tm位于泰尔马斯库塔（Tell el Maskhutah）
*

 遗址。
(115)

 他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些“晚期”碑铭，提到将阿图姆神当作圣蛇的崇拜，一幅图案保存在一个附属的神殿里，这个神殿名为Pr Qrḥt，即“蛇灵殿”。
(116)



考古学上证明阿图姆和Pr Tm的蟒蛇存在关联的证据只能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塞斯王朝。不过，阿图姆等同于蟒蛇的传统更为古老，可以追溯到新王国时期。在《亡灵书》中，阿图姆宣布，随着大地的毁灭，他将变成一条蟒蛇。
(117)

 在《雅典娜的回信》中，我引用了瑞士埃及学专家埃里克·霍尔农的观点：“阿图姆是一个神，他‘处于万物之始’，在混沌一体同时又是无物存在的意义上保持完整，因为在他进行创造之前，无物存在。”
(118)



在他的著作中，他进一步探讨“衔尾蛇”（Ouroboros），即一条用嘴衔着尾巴形成圆形的蛇，这个形象在阿玛尔纳时代之后非常流行。霍尔农指出：“那个能活过现存世界并且在世界末日之时变成一条蛇的原始神……蛇身形成的完整的圆，表明——就我们能够描述的那样——在它包含的世界里无物存在。”
(119)



在这些段落中，霍尔农将衔尾蛇和阿波庇斯（Apopis）联系在一起，阿波庇斯是那条每天都攻击拉和荷鲁斯并在当天被打败的恶蛇。不过，在更早的段落中，它明确指出，阿图姆也是“存在和不存在”。
(120)

 因此，这条蛇可能既代表邪恶，又代表无限大。认为皮同从Pr Tm演变而来，将可以间接地解释为什么与太阳有关的英雄打败恶蛇会成为一个几乎在整个世界流行的神话故事。
(121)

 阿图姆是一个永恒存在，并不表示它具有预言能力。的确，尽管其他一些埃及神灵的预言保留了下来，阿图姆却没有一个。尽管如此，阿波庇斯和阿图姆之间在埃及语中的歧义解释了在德尔斐和阿波罗打斗的皮同与发布神谕的女祭司皮提亚（Pythia）之间的语意模糊。

第九章提到，Pithona Civitas（皮索那城）是罗马人对Pr Tm的一个称呼，这至少表明，在古代，某个民族看到了皮同和Pr Tm之间的联系。
(122)

 虽然这一联系不能提供确实的证据，但是它增强了两者之间在语义和语音上的同一性。

如果Pr Tm和它的俄耳甫斯式
*

 的崇拜是皮托和皮同的词源的话，那么在阿耳特弥斯和阿图姆之间将会产生一个令人不快的关联，前者协助年轻的太阳神阿波罗杀死敌人阿波庇斯，后者则是一个黄昏的太阳神以及永生的蟒蛇。此外，德尔斐的阿波罗崇拜的关键人物是Πυθία（皮提亚），米利都附近的信奉阿波罗·迪迪摩斯（Didymos）的神谕所中有一个阿耳特弥斯女神，她的一个描述词是皮提亚。
(123)



皮提亚为阿波罗神的助手和那个在雄性蟒蛇—龙被杀之后继续作恶的雌性怪兽之间提供了一个联结。根据荷马《献给皮提亚的阿波罗的圣诗》（Hymn to the Pythian Apollo
 ），母龙居住在德尔斐背后的山里，劫杀旅人。
(124)

 怀有敌意的Λαπίθαι（拉庇泰人）和Φλεγυαι（弗勒古埃人）——这些名称的可能的埃及语词源已在第九章探讨——显然代表着当地人对新殖民者的抵抗。
(125)

 因此，他们比神话传说更为古老。其他一些被描写为动物的鬼怪，其中包括Σύβαρις（锡巴里斯）和Λάμιᾰ̌（拉弥亚）。这些名称可以追溯到埃及语*sbз（“鬣狗、豺”）和闪米特语*labi>
 （“狮子、野猫”），它们已在第十五章探讨。
(126)



即便野蛮的皮提亚和狮子之间的这一关联不能成立，丰滕罗斯又发现了另外一种关联，存在于她和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之间。他宣称，《献给皮提亚的阿波罗的圣诗》中描写了一场这个怪兽和她的受害者之间的比赛，类似于斯芬克斯要求所有旅人回答的谜语。
(127)

 斯芬克斯的谜语也与德尔斐的皮提亚宣布的谜一般的神谕类似。

斯芬克斯

一方面，巴比伦人和迦南人将黄昏理解为女性；另一方面，埃及人的主流画像将其刻画为男性，这两种观念的差异，也在他们对斯芬克斯的刻画方面有所类似。我们对斯芬克斯的想象基本上被吉萨大斯芬克斯所塑造，但是这个大雕像与公元前2千纪的斯芬克斯极为不同。古王国时期的一个带翼的实物保存了下来。从公元前2千纪的转变以来，这种类型的斯芬克斯不仅在埃及成为标准，在巴比伦尼亚和叙利亚也成为标准。在希克索斯时代，斯芬克斯雕像大规模增加，这表明，像类似的格里芬（griffin）一样，斯芬克斯成为移动迅速并且贪婪的入侵者的象征。
(128)

 沃利斯·巴奇（Wallis Budge）认为，埃及宗教文献中相对缺少涉及斯芬克斯的内容，这是因为这个神话传说中的野兽和被憎恨的外来侵略者之间的关联可以被明显地感知到。
(129)

 与希克索斯人的联系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吉萨纪念物在图特摩斯四世修复它之前被忽视了很长时间（一个多世纪？）。

像格里芬一样，直到陶器时期即弥诺斯中期II期结束时，斯芬克斯都没有出现在克里特，根据修正的古代模式，这个时间恰好位于被提到的希克索斯人入侵之前。在弥诺斯中期的克里特和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斯芬克斯成为一个流行的主题。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爱琴海周围世界和东地中海其余地区一样，斯芬克斯日益被刻画为女性/雌性。这种肖像与卡德摩斯神话体系中的怪兽的角色完全吻合。

根据神话学家帕莱法托斯（Palaiphatos）的观点，底比斯的斯芬克斯是卡德摩斯的第一任妻子。她被认为跑到了位于底比斯西北方向的Φίκιον即斯芬克斯山，从那里威胁底比斯城。其他作家在她的位置上有不同意见。欧里庇得斯认为她居住在卡德米亚，即底比斯的王宫里。
(130)



有趣的是，索福克勒斯将阿耳特弥斯定位在同样的地点，高于市场（Agora）的地方。帕萨尼亚斯描写这个地点的一个献给阿耳特弥斯的神庙，庙前立着一个石狮。
(131)

 根据普鲁塔克的观点，彼奥提亚和洛克里斯的每个市场都设置有献给阿耳特弥斯的祭坛或阿耳特弥斯的雕像。
(132)

 并且，巨大的石狮雕像可见于忒斯皮埃（Thespiai）和喀罗尼亚（Khaironeia），纪念在这里阵亡的底比斯人。在提洛岛阿波罗（同时也是阿耳特弥斯）的诞生地的圣地上，存在着一条公元前7世纪的石狮大道。
(133)

 狮子与太阳有关联，在希腊，它与阿波罗有关联。正如Bзst和Tmt被表现为狂暴的狮头神Sḫmt一样，阿耳特弥斯与雌性斯芬克斯联系在一起。

只要你考虑一下阿耳特弥斯和野兽们之间的关联，这个观点就不令人惊奇了。她是一位猎人，但是和雅典娜相像，两者经常被混淆。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爱琴海艺术中，她可能被描绘为“女兽主”。西奥多·加斯特（Theodore Gaster）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将她和凶残的迦南女神阿娜特（‛Anat）联系了起来。
(134)

 两位女神的追随者，像酒神女信徒们一样，据说会陷入癫狂状态（σπαραγμóς），将活的受害者撕碎并且吃掉。如乌加里特诗歌所写：

她吃他鲜美的肉，不用刀；

她饮他鲜红的血，不用杯。
(135)



卡德摩斯和欧罗巴的名字以及雌性狮怪和女性太阳神的这些特征，表明西闪米特对底比斯神话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埃及特征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阿波罗、阿耳特弥斯和斯芬克斯的名字，以及太阳神和狮子之间的关联。此外，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之名明显和吉萨的大斯芬克斯的谜语类似：

什么会发声，并且会从四条腿变成两条腿再变成三条腿？

对此，俄狄浦斯的回答：

是人。因为，婴儿时期，人用四肢爬行；老年时，人需要依靠拐杖走路。
(136)



弗雷泽认为这个谜语是世界性的，在其他类似的谜语中，他引用的一条来自今天的赞比亚：

什么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答案是人……
(137)



有趣的是，弗雷泽也引用了一条来自蒙古的类似谜语，但没有提到下面这个例子，这个更加类似的谜语存在于《拉和伊希斯的神话》（Myth of Ra and Isis
 ），在神话中，拉说：

我在清晨是Ḫprr，我在中午是Rē‛，我在黄昏是Tm。
(138)



上升和下降，不仅适用于描述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并且也适用于描述人生命运的变化。
(139)

 因此，埃及的斯芬克斯和希腊的斯芬克斯，虽然在性别上和外貌上存在差异，但这两者之间无疑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迦南神话和埃及神话对底比斯建城神话和底比斯斯芬克斯的故事的综合影响，非常符合彼奥提亚文化和底比斯文化的其他许多特征，这些问题已在这几卷书中的其他部分探讨。
(140)



德尔斐、子宫、海豚以及其他

与阿波罗崇拜有关的核心词汇来自亚非语，有可能是闪米特语，也有可能是埃及语。尚特莱纳在一个标题之下列出了一个词群：δέλϕαξ（5）（“母猪”）；δελϕίς和δελϕι̑νος（5）（“海豚”），Δελϕοί（H）（“德尔斐”、阿波罗之城和神谕所）；以及δελϕύς（4）（“子宫”）。最后与其有关的是ἀδελϕός（H）（“兄弟”）。

Δελϕις和Δελϕοί有伊奥利亚方言的变体拼写βέλϕιν和βέλϕοι。还存在着彼奥提亚方言词形βέλϕος和βέλϕις。基于这些原因，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同意，Δελϕίς来自一个唇软腭音，并且进一步认为δελϕύς也是如此。弗里克斯提到伊奥利亚语βέλϕοι，虽然尚特莱纳认为它不典型而将其忽略。不过，他们都没有进一步明确提出这个城市名称来自一个唇软腭音。

δελϕύς来自一个唇软腭音，而它的类似词*βελϕύς却不是。坚持这个观点的一个理由是，后者在印欧语中有同源词，如阿维斯塔语gərəbuš（“动物幼崽”）和日耳曼语kalb（“牛犊”）。这些同源词当然不能解释这个词群中的其他词汇，尤其是德尔斐这个词。有趣的是，这个城市名称在其他方言中有不同的拼写：Δαλϕοί可以相对容易地被解释为原始词形，或者，考虑到其他词汇中都普遍有一个/e/，更有可能将它解释为逆构词。更有趣的是词形Δολϕοί，它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唇软腭音的圆唇化的结果。考虑到这个词汇和βέλϕοι，这个城市名称和整个词群都似乎极其有可能来自一个唇软腭音词形*gw
 əlf。

一个同样令人感兴趣的动词词群可见于亚非语，或者至少可见于闪米特语和埃及语。在古兹语中，有一个词形qw
 əlf（“栓”）；在提格里尼亚语和阿姆哈拉语中，有词形qw
 äläfä（“锁”）。在阿拉伯语中，有一个换位形成的词形：qaffala（“锁”）。在提格勒语中，存在着两个词形qäffäla和qälläfa，“锁”是它们的引申义。在古拉格语沃兰那（Wolane）方言中，qulf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可能指的是“从主房延伸到配房的长形木制横梁，凭借它来确保配房门口的牢固性”；qulf可能指的是“在婚礼后数月，新娘对父母的回访”。在阿姆哈拉语中，（tä）qw
 älläfä指的是“参加或紧扣在一起”。
(141)



如上所述，√qlp显然是一个亚非语词根，尽管带有这一词根的库希特语词汇可能是来自闪米特语的借用词。不过，埃及语qзb（“双的、双倍于、肠子”）似乎与一些闪米特语词形有关联。迦南语有一个词根√qrb qereb（“里面的部分、内脏/肠子”）。并且，闪米特语中有一个类似的词根√kpl（“双的、重叠在一起的双份”）。在阿拉伯语中，kafal指的是（“左右臀部等”）。迦南语被动分词kåpul似乎是拉丁语copula（“联系、用链锁拴在一起”）的词源，因此也是法语和英语“夫妻”（couple）的词源。埃尔努和梅耶认为copula来自*co-apiō（“用……连在一起”）。但是，他们未能解释/l/。

√qlp和√kpl的两个词群有着不同的词义，它们怎么能匹配在一起呢？它们之间的基本关联是“连接”。这个连接可能或者是孪生子之间的连接，或者是子宫和胎儿之间的连接。印欧语专家长期困惑于印欧语词根*bhrater（“兄弟”），它在整个语系中都得到了如此可信的证实，为什么在希腊语中却应该被具有狭义含义“兄弟”的ἀδελός代替。Φρατήρ的泛义词义是“亲属”，它至今仍在使用。尚特莱纳解释adelphos中的a-来自印欧语*sm̩（“同样的”），δελϕύς（“子宫”）第一次被证实是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的医药文献中。没有学者为delphus本身提出一个印欧语词源。希腊语中的解剖学术语存在着不确定性，表示子宫的词汇至少还存在着另外两个：第一个是γαστήρ，泛指“腹部”，但有时候指女人“怀小孩”的器官；第二个是ὑστέρα（“子宫”）。不管怎样，物理连接，通常是由一根绳状物连接，对于几乎所有带delph-的词汇的词义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分娩必然会涉及脐带。

在希腊，许多宗教崇拜地点都放置有'Oμϕαλóι（“圣石”），它们和迈锡尼时代的坟墓有关。最出名的圣石（omphalos）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有关。在古代，它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不过，omphalos也指“肚脐”。有趣的是，德尔斐的这块圣石有时候会被用所谓的皮同的皮肤装饰，而皮同又是被阿波罗所杀。
(142)

 这个词有很多象征意义，但其中有一个是脐。

与分娩有关并且由脐带连接的词汇，它们在几乎所有带有delph-的词汇和名称中处于中心地位。首先是delphus（“子宫”），它在希腊医学中指的是子宫hystera，这是公认的事实。子宫在孕妇的身体里到处漂动，造成“歇斯底里”（hysteria），所以需要固定或束缚。
(143)



子宫漂动，需要固定；它有一个有趣的类似物，即提洛岛（Δη̑λος），传说中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的诞生地。尽管元音不同——/ē/（在多利亚方言中为/ā/）与/e/形成对比，但是这个岛屿名称可能是δελϕύς的一个缩写形式。关于阿波罗在提洛岛上诞生的三个重要文献是：一、荷马《献给提洛岛阿波罗的圣诗》（Hymn to the Delian Apollo
 ）；二、品达《献给宙斯的圣诗》（Hymn to Zeus
 ）的残篇和另外一篇《赞歌》（Paean
 ）；三、希腊化时代的诗人卡利马科斯的《献给提洛岛的圣诗》（Hymn to Delos
 ）。卡利马科斯的圣诗是对荷马作品的详细扩充。一些更晚的作品来自这个诗人的原创（并且被认为最初的版本）；另外一些，则来自更为古老的材料。

三篇诗文都解释了为什么如此一个荒芜的小岛竟然会成为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的诞生地的谜团，荷马圣诗的要点是勒托（Λητώ）怀上了宙斯的孩子，遭到怀有恶意的赫拉的追逐，她到处为两个孩子寻找诞生地。一连串繁荣的岛屿出于害怕，都拒绝了勒托。最后，她来到了提洛岛。考虑到赫拉的权威，提洛岛既高兴又害怕，害怕被沉没海底。所以，提洛岛就要求勒托发誓保护自己并且使自己变得富有而又著名。分娩女神埃蕾提亚（Eilithyia）在受到了赫拉的阻挠后最终来到了提洛岛，勒托立刻在昆托斯山分娩。当时，她是在溪流'Iνώπος边，扶着一棵棕榈树进行分娩的。埃蕾提亚这个名字的词源是闪米特语词根*>
 Elat（“女神”），已在第十一章探讨。
(144)

 昆托斯可能的埃及语词源，已在第十章中给出。
(145)

 据我所知，没有学者试图解释地名Inōpos（伊诺普斯）。勒托女神是在这个溪流附近进行分娩的，这给它提供了一个线索。
(146)

 这个说法暗示着，它可能是来自埃及语ἰnpw（“王室的孩子们”）。但是，它与ἰnpw（阿努比斯神）是同形同音异义词，在古科普特语中转写为Anūp，在希腊语中转为Anoubis。这表明它的第二个音节是一个后长元音。

品达也对故事进行了扩写，他声称“提洛”仅仅是该岛的“凡间”名称，它的神界名称是ʼAστερία（“星星”）。她被认为曾经是一个宁芙，为了躲避从天而降的宙斯的追逐，变成了一个漂移的小岛。赫西俄德将阿斯忒瑞亚（Asteria）
*

 视作勒托的一个姐妹，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勒托女神是“戴着面纱的女神”即黑夜女神，她应该与阿斯忒瑞亚即星星有关。
(147)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勒托为什么选择这个小岛了。卡利马科斯更为系统地讲述了《荷马史诗》和品达圣诗里的故事。它认为阿斯忒瑞亚是这个漂移的岛的更为古老的名字，提洛是这个岛被固定之后的名字，它被固定是为了方便阿波罗的出生。
(148)

 这在埃及神话中有个类似观念，在一些最古老的传说中，天空是被四个柱子[image: ]
 在支点上固定和支撑的。
(149)

 提洛岛被固定得如此牢靠，以至不像其他基克拉泽斯群岛岛屿，它从未遭受过地震。即便如此，对地震的担心仍然存在。维吉尔提到，阿波罗“发现它（提洛岛）在大海上漂移，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由于这是他的诞生地，出于对母亲的孝敬，他将这个岛牢牢地拴在了高耸的米科诺斯岛（Mykonos）和基亚罗斯岛（Gyaros）之间”
(150)

 。为什么他要提到小岛基亚罗斯（Γύαρος）呢？这个岛提洛岛有五十多公里远。提到米科诺斯岛（Mύκονος）则无甚惊奇，两个岛相距不到2公里远。米科诺斯有一个极为可能的词源，它是闪米特语词根√kwn（“变得固定的”），带有一个方位前缀m-，在希伯来语中的发音为məkōnåh（“固定的休息地、基地”）。这个词源与神话故事吻合。

岛屿ʽPήνεια、ʽPήναια或ʽPήνη，它甚至比米科诺斯岛还近，与提洛岛相隔只有700米。它有时也以俄耳提癸亚（ʼOρτυγία，“鹌鹑岛”）为人知晓。不过，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阿耳特弥斯生在俄耳提癸亚（Ortygia），它确实和提洛岛不是一个岛。斯特拉博认为，俄耳提癸亚指的是勒内亚（Rheneia）。
(151)

 认为提洛岛是阿波罗的诞生地而俄耳提癸亚/勒内亚是阿耳特弥斯的诞生地的观点，能够解释为什么公元前6世纪晚期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底将两个岛用一条链锁连接在一起，明显将勒内亚献给了阿波罗。
(152)

 另外一个原因是提洛岛需要固定。波吕克拉底的实际固定，可能启发了维吉尔，他在神话中试图将提洛岛固定到米科诺斯岛上。

勒内亚这个名称有许多可能的埃及语词源。从语音上分析，rny（“牛犊”）是最佳的词源。
(153)

 科普特语roūne表明存在着一个包括/ā/在内的早期双元音。词形*rā?ne与希腊语Rheneia对应得极好。将一个较大的岛屿附近的小岛命名为“牛犊”并非不常见。例如，人岛（the Isle of Man）附近有一个人仔岛（the Calf of Man off）。因此，尽管比提洛岛大，但是勒内亚岛仍有可能被称为“米科诺斯岛的幼崽”。Rny属于一个更大的词群*rn，后者带有一般词义“年幼的”。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写法，rnn可能指的是“欣喜、爱抚、抚养、喂奶”，即

（B6），rnnt指的是“喂奶”。Rnnt是哺育女神。存在着这样一个词源的地理名称与女神的诞生地符合。

许多学者都讨论了与提洛岛神话类似的埃及神话，一个“漂移的”岛χέμμις，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在那里诞生。希罗多德解释，在埃及，阿波罗是荷鲁斯，阿耳特弥斯是布巴斯提斯。
(154)

 现代学者彼得·宾（Peter Bing）对这两个神话故事提出质疑，他指出：在埃及神话中，神子出生时，岛屿才立刻漂移；而提洛岛为了两位神的出身而被固定了，它在此前是漂移的。不过，宾同意，在这两个神话故事之间存在着其他许多的类似处。其中的一些情节首次出现在卡利马科斯的诗篇中，因此，它们可以被解释为他试图借以取悦他的埃及雇主。其他类似情节很难被否定。勒托扶着一棵棕榈树生孩子——可能但又不太可能是在一个荒凉的基克拉泽斯岛屿上——的形象出现在《荷马史诗》里。
(155)

 有趣的是，两个孪生神在昆托斯山上诞生，而这个山的名字有可能来自Kзnṯr。
(156)

 如上所述，伊诺普斯河这个名称也有可能来自埃及语词源。在卡利马科斯将伊诺普斯河与尼罗河联系起来之前，这个词源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157)



像德尔斐和提洛岛这两个被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之间出现大致类似之处极有可能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词源。词汇delphus（“子宫”）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它既是“被束缚的器官”又是脐带源头。一大一小相连接的观念也有助于解释delphax，带领着一群仍在吃奶的小猪的“母猪”。后缀-ax用于表示动物和下等人。Delphis（海豚）和Delphinos（海豚星座）的词源相当难找寻。一种可能是，海豚因为鼻子长得像猪，所以与猪有关联。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中，表示海豚星座（Delphinus）的名称是“猪”。
(158)

 最后一个词汇是δάϕνη（H）（达芙妮），月桂树，阿波罗的神圣植物。由于未能找到一个印欧语词根，而且它存在着诸多方言的不同拼写，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将其描述为“不能解释的地中海语词汇”，虽然它的一个变体λάϕνη鼓励他们认为它和拉丁语laurus之间存在着关联。考虑到宗教崇拜关联，Daphnē（达芙妮）更有可能是*delph经过换位变化产生的衍生词。

对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的总结

阿波罗是一位朝日之神、再生之神、完美之神和医药之神，阿耳特弥斯是一位落日之神、黄昏之神、狩猎之神和后来的分娩之神。他们展现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东地中海地区的宗教复杂性。两位神的一些侧面是纯希腊的：对孪生神的弓箭的强调和阿波罗驾着战车游历。荷鲁斯、Ḫprr和Tm则是乘着船从天空驶过。其他特征证明了闪米特的影响，如：伊斯墨诺斯与医疗有关的描述词、河流名称拉冬、重要的词根qw
 əlf、勒托这个名字、Apollo这个名字不带送气音的读法，以及落日之神是女神的事实。
(159)



然而，这两个神的基本特征是埃及的，包括：太阳运行的三个阶段，阿波斯和阿耳特弥斯、昆托斯和伊诺普斯这些名称，漂移的岛，与医疗和再生的关联，以及与狮子和斯芬克斯的关联。还有与分娩、完美和音乐的关联，已在第十章讨论。这种大杂烩导致的结果不仅仅令人难以理解，更是极好的丰富。


 其他奥林匹斯神族成员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讨论了名称阿芙洛狄忒，名称赫尔墨斯和雅典娜将在此后几章讨论。
(160)

 在B类线形文字中没有出现阿瑞斯的名字，但是出现了Enuwarijo，即ʼEνυάλιος（恩雅利乌斯），他也是一位战神，后来与阿瑞斯混同。弗里斯克称它为“不能确定词形和词源的前希腊语名称”。尚特莱纳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像女战神ʼEνυώ一样，它的词源是明显可查的。它来自i̓nḥrt，埃及的战争之神，后来以奥努利斯（Onuris）闻名。
(161)



名称῝Hϕαιστος（赫淮斯托斯）也没有出现在B类线形文字中，但是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似乎合理地提出，赫淮斯托斯这个人名源于Apaitijo。
(162)

 尚特莱纳表示赫淮斯托斯的词源“特别模糊不清”。作为工匠神，赫淮斯托斯的埃及对应神或原形是Ptḥ，即普塔（Ptah）。
(163)

 其换位词*Ḥpt将与（H）Apaitijo很好地匹配，尽管赫淮斯托斯名字中的/s/出现了一些难题。大体上，我不会接受这一换位词。不过，就这种情况而言，紧密的词意匹配和宗教禁忌的可能性或交替现象使它可以被接受。

本章前面的内容提到，帕萨尼亚斯在描述特洛曾的古老的阿波罗神圣域时，该名称的辅音没有处在正确的位置。根据传说，这个圣域是由珀罗普斯之子皮透斯（Πιτθέυς，Pittheus）修建的。他来自伊利斯，到特洛曾进行统治。在埃及，普塔和阿图姆与女狮神塞克美特（Sekhmet）成对出现，塞克美特的希腊对应神是阿耳特弥斯。献给阿耳特弥斯的神庙可见于特洛曾的市场。这个神庙中设有献给冥界诸神的祭坛。在孟菲斯，三位神普塔、索卡里斯（Sokaris）和奥西里斯被视为冥界的神灵和判官。由于与这些祭坛相关，帕萨尼亚斯提到了奥西里斯的希腊对应神狄奥尼索斯。他进一步描写神庙背后的“皮透斯之墓”，其上立着“三把白色大理石雕刻的椅子。他们称，皮透斯等三人坐在这些椅子上，担任法官”
(164)

 。他又描写道：“离此不远，是缪斯们的圣域：他们说，它是由赫淮斯托斯之子代达罗斯（Ardalus）建造……他们说，在这个地方，皮透斯教授修辞技艺。我读过一本由一个埃庇道鲁斯人写成的书，它看起来像是皮透斯的专著。”
(165)



在孟菲斯神学体系中，普塔因为能通过他的舌头给予其他神生命并掌握着语言能力而被信奉。普塔神与舌头的联系也在《亡灵书》中提到，并且“书写”也可能与这位神有关联。
(166)




 神王宙斯

宙斯和阿蒙神之间的等同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诗人品达的著名诗句中写道：“阿蒙，奥林匹斯山的主人。”事实上，位于多多纳的宙斯神谕所与位于锡瓦（Siwa）和底比斯的阿蒙神谕所，这些古老的神谕所之间的联系表明，两位神之间的等同可以追溯得更为古远。
(167)



在《希腊宗教》关于宙斯的章节中，沃尔特·伯克特准确地指出，宙斯的名字和本质之间的差异：

宙斯是希腊神名中唯一在词源学上完全明晰的名字，也是实际上唯一长期被视为印欧语语义学的标准例词。同样的名字也出现在印度的天空神Dyaus pita（特尤斯）、罗马的Diespiter/Fuppiter（朱庇特）、日耳曼的提尔—日（Tues-day）中，并且其词源可见于拉丁语deus（“神、死亡、白天”）、希腊语eudia（“好天气”）。因此，宙斯是天空神，即阳光普照的天空……只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把这位天空神当作最高神，并且雷雨神也是他的主要身份：宙斯远远不是词源所暗示的天气神。
(168)



此外，宙斯和朱庇特是神王，而印度的特尤斯和日耳曼的提尔（Tiwe）在各自的神族中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指出这个希腊神有两个主要名字：Δι̑ος（丢斯）和Zεύς（宙斯）。尚特莱纳认为这两个名字基于两个词干构成：（1）*dei-w-，拉丁语dī́uos和梵语devá来源于此（当然还有希腊语Dios）；（2）*dy-eu或*dyēu-，他认为宙斯来源于此。第一个词干毫无异议，第二个词干以及diwe和Zeus之间的关联在更大程度上是推测。

由于希罗多德没有将宙斯列入非埃及起源的神名中，学者们应该严肃地考虑它是否存在着一个埃及语词源。引人注目的是，宙斯没有被等同于埃及的拉神，后者是天空中明亮的太阳神；而是等同于阿蒙神，即神王，同时是神谕、公羊和雷电之神。

阿蒙作为神王的形象与底比斯作为埃及的首都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第十二王朝和第十八王朝得的证实，当时存在着Nsw Nṯrw（“诸神之王”）的称号。
(169)

 Nsw＜Nzw本身为宙斯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词源。希腊语词形Aμονρασωνθηρ（AmonRa-sōnthēr）表明，nsw中的字首n-被去掉了；虽然它可能发浊音，但是其后的咝音则变成了/z/（nthēr是表示“诸神”的科普特语复数词形）。
(170)

 虽然在这一转写中，-w变成了-ō，但是，我在第六章中探讨后缀-eus来自埃及语-w的时候，采用了奥尔布赖特的论证，即埃及语中的/ū/可能会被插音化（epenthesize）为/eū/。
(171)

 这一转变似乎出现在公元前2千纪末，宙斯这个名称可能是在当时传入的。宙斯没有在迈锡尼文献中被提到过，但是Diwe被提到过，并且他与Hera（赫拉）/Era是夫妻，这就证实了它不仅与后来的丢斯（Dios）存在着明显关联，与宙斯也同样如此。
(172)

 这种情况被表示宙斯的其他名字混淆：Zᾱ´ν，其宾格词形为Zη̑ν（a）。这一名字似乎来自表示“小牛、小山羊和小绵羊”的迦南语词形s̩o＞
 n＜*s̩a＞
 n。宙斯和阿蒙都等同于公羊。

最不太可能的解释构想是，假设迈锡尼时代存在着一个具有阿蒙神特征的神，但是像后者一样，他的名字指的是“隐藏的”。他有一个秘密的名字，只是被简单地称为印欧语的Diwe（“天空、神”）。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某个时候，与Diwe类似的埃及名字*Zeu和迦南语*s̩a>n传入希腊并且与Diwe合并，形成了不同方言中被混淆的不同格变化（declensions）。


 其他神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为其他一些神提供了埃及语词源，其中包括Πλου̑τος（普路托）、῞Aιδης（哈德斯）和Δάειρα。
(173)

 在第二卷中，我提出，年老干瘦的魔法女神ʽEκάτη（赫卡忒）的名字源于埃及丰产的蛙女神Ḥqt，并且可能还受到了Ḥkзw（“魔法”）的影响。
(174)

 根据阿卡德语的一个转写，拉神的妻子R‛t的名字的发音为Riya（莉亚）。这就使得它成为ʽPέα（瑞亚）的一个良好的备选词源。R‛t是一位太阳女神或天空女神，而瑞亚（Rhea）是一位与洞穴有关的地府之神，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R‛t被证实等同于天空女神Nwt，这就使两者之间的差异得到了调和。需要指出的是，Nwt的星座形象被画在坟墓和棺材的顶棚或顶盖上，保护死者的新生，这正和瑞亚保护年幼的宙斯一样。在希腊化时代，瑞亚被等同于Nwt。

关于Πᾱ´ν（潘）源于*pзi̓m（“呻吟”）以及其他词汇的词源分析，参见第二卷相关章节。
(175)

 ῎Aτλας（阿特拉斯）的埃及语词源和ʼΩκεανóς（俄刻阿诺斯）可能的苏美尔语词源，也参见该处。
(176)

 Oὐρανóς（乌拉诺斯）和Kρόνος（克洛诺斯）的埃及语词源已在前几章探讨。
(177)




 希罗多德的非埃及起源神名

希罗多德宣称“几乎所有的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这就说明他的列表中更有可能存在着例外：波塞冬、狄奥斯库里（Dioskouroi）、赫拉、赫斯提亚、忒米斯、美惠三女神和大洋神女（Nēreids）。赫斯提亚、忒米斯和美惠三女神有明显的印欧语词源。狄奥斯库里指的是“年幼的神”。尽管kuoros明显是一个来自埃及语的早期借用语，但是合成词Dioskouroi显然被完全描述成了希腊语。
(178)



在第一卷中，我提出，波塞冬的名字是由埃及语前缀pз-（“定冠词the”）或pr-（“房子”）和西闪米特语城市名称Sidōn（西顿）混合而成，西顿的名称源于狩猎之神希德（Ṣid）。这个词源不能确定，但我又找到了一个更可信的词源。
(179)

 在第二卷中，我进一步分析，波塞冬是一个绿洲之神和战车之神。
(180)

 我在第十四章中探讨了涅柔斯和大洋神女们的闪米特语词源。
(181)

 剩下的就是赫拉这个神名，它和相关词汇hero，也在第二卷中探讨过。
(182)



其他不在希罗多德非埃及起源的神名列表中的神，几乎明显来自闪米特语。其中包括：盖亚和得墨忒耳，见第五章；埃蕾提亚，见第十一章；赫尔墨斯，见第二十一章。
(183)

 尚特莱纳对神名哈德斯（Ἅιδης）写道“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假设，书之不尽”。哈德斯是冥界的惩罚之神，他很有可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神Hd（d）［（哈达德）“风暴神”或“雷电神”］。῎Aδωνις（阿多尼斯）源于闪米特语‛Ådôn（“主人”），已被普遍接受。
(184)




 诸半神

在第一卷中，我提出“尊贵的”>
 ’Irpt在希腊语中被转写为ʼOρπαις，带有后缀-εύς（源于埃及语-w），便变成了ʼOρϕεύς（俄耳甫斯）。
(185)



埃及语‛ntyw，塞特的一个词形，它和赫拉克勒斯的对手ʼAνται̑ος（安泰）之间的关联已在第二卷中论证。
(186)



在《伊利亚特》第一卷中，阿喀琉斯提到，他的母亲忒提斯召唤“长着100只手……的Bριάρεως”上到奥林匹斯山解救宙斯，他打败了赫拉、波塞冬和雅典娜的联合武力。
(187)

 除了长着100只手之外，赫西俄德还描写他长着50个头，同样认为他威力强大。
(188)



在第十章中，我探讨了埃及语[image: ]
 （“灵魂鸟”）。
(189)

 它的复数形式bзw有专门的词义“死者的灵魂、世界灵魂、权力、力量”。有时写作b-з-w，带有一个表示神的义符[image: ]
 。通常简单地写作[image: ]
 。这个词形也有可能发*bззw的音，这种可能性被词汇bззwt（“男性生殖力”）证实。词形bзyw（“像巴一样的生物”）证明，甚至*bз（y）зw或*bзз（y）w这样的词形也存在。世俗体by和科普特语bai，也暗示存在着一个前元音。

神性、力量和至高无上以及多重性使得bз（з）w和briareōs在语义上极为吻合，它甚至可以克服语音上的难题。

῎Iναχος（“国王和河流”）源于‛nḫ，已在第十章探讨。
(190)



斯卡利杰尔（Scaliger）和博沙尔认为Kάβειροι明显源于闪米特语Kabir（“大的、高尚的”），但自K．O.缪勒开始，这个观点就被古典学界否定；相关探讨，见第一卷和第二卷。
(191)



Moι̑ραι的埃及语词源已在第十章探讨，Nέμεσις已在第十二章探讨。
(192)



在第二卷中，我详尽地讨论了Mίνως（弥诺斯）来自埃及语Mn的词源演变。
(193)

 我也将他的兄弟ʽPαδαμάνθυς的名字追溯到*RdἰMnṯw（“Mnṯw给予”或“已经给予”）。
(194)

 在对我的作品的评论中，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论证，Mnṯw“在埃及神谱处于第二等级”，影响力仅限于上埃及的底比斯诺姆，因此它不可能影响到爱琴海尤其是克里特岛。
(195)

 我的回复是，再一次重申Mnṯw是第十一王朝的保护神，那些来自这一地区的法老被命名为Mnṯwḥtp。随后的第十二王朝，法老们将从北方获得的战利品存放于著名的“透德宝藏”（Tôd Treasure），而这个金库是在Mnṯw神庙发现的。第十一王朝的统治位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十年，此时，克里特岛的王宫已经建立。
(196)



῎Oγκα是拉冬河即“龙”河附近的底比斯的雅典娜的绰号，埃及女神‛nqt后来被转写为Anukis，Anukis女神也带有这样的特征。在第二卷中，我列举了῎Oγκα等同于‛nqt的根据。
(197)

 写到这个地方，我已发现阿卡狄亚特尔福萨附近不规则喷涌的拉冬河河畔的阿波罗，也以ʼOγκειάτας为人熟知。
(198)



也是在第二卷中，我将Πήγασος（H）追溯到埃及语pgs（“吐出”）、*pзgḥs（“瞪羚”）和gs（“速度”）那里。
(199)

 从亚非语角度来看，最后两个词汇可以来自相关词根*gas/*gus（“移动”）和*gaso>
 （“羚羊”），它们在早期埃及语gsз中得到证实。迈克尔·阿斯特非常详细地论述了Bελλεροϕω̑ν来自闪米特语（阿拉姆语）*Be‛el rp>
 （n）［“医疗之神巴力（Baal）”］的词源演变。
(200)




 神话生物

怪兽和恶人

Λαπίθαι（拉庇泰人）、Φλεγυαι（弗勒古埃人）、Σύβαρις（斯芬克斯）和Λάμιᾰ（拉米亚）的埃及语或闪米特语词源已在本章前面内容探讨。
(201)

 在第十章中，我提出了Kένταυροι（马人）和Σάτυροι（萨提尔）的埃及语词源。
(202)

 关于戈尔贡（Gorgon）的埃及语词源，将在最后一章探讨。Φόρκυς（福耳库斯）被视为一位海神，或海中的老人，性格怪异并且脾气暴躁的神灵、怪兽以及诸多怪兽的父亲。福耳库斯（Phorkys）没有印欧语词源，有可能来自pзwзḫἰ（“洪水”）。
(203)



次要女神：宁芙和缪斯

宙斯情人们的埃及名称包括第一卷探讨的伊娥（Iw/）以及第二卷探讨的来自smзt（“王妃”）的塞墨勒（Σεμέλη）和来自*rḫt i̓mn（“阿蒙神的朋友”）的阿尔克墨涅（Aλκμη̑νη）。
(204)

 勒托（Λητώ）的闪米特语词源已在本章前文探讨。第十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探讨的是宁芙们和缪斯们的性格和名字中的非希腊特征。
(205)

 在第十一章中，我专门探讨了阿德剌斯忒亚（Aδραστεία）来自Ḏrt nḏst（“较小的风筝”）等词源，阿德剌斯忒亚是保护婴儿宙斯或狄奥尼索斯的宁芙，Ḏrt nḏst是奈芙蒂斯的一个绰号，她哀悼并使奥西里斯复活。并且，长着角的阿玛尔忒亚（ʼAμάλθεια）来自i̓mзt（“母野山羊”）。
(206)




 一些英雄

关于赫拉克勒斯的名字和性格与词汇hero本身的复杂性，已在第二卷探讨。
(207)

 阿喀琉斯（ʼAχιλ（λ）εύς）源于可能的闪米特语—埃及语词源*>
 aḫi rw（“我的兄弟是狮子”），Πηλείων来自*pзrw（“狮子”），都已讨论过。
(208)



我在第一卷中，讨论了达那俄斯（Δαναός）名字背后庞大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词群。
(209)



恩底米翁（ʼEνδυμίων）来自埃及语nḏm（“甜蜜的”）的词语演变已在第十二章中探讨。
(210)



已被证实的人名Ddw mnw［“敏神（Min）给予……的人”］为伊多墨纽斯（ʼIδομινεύς，在B类线形文字中写作Idomenijo）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伊多墨纽斯是弥诺斯的孙子、克里特的王子。
(211)

 克里特的弥诺斯和非洲的敏神之间的关系，虽然复杂，但又清楚可寻，已在第二卷中就其进行了详细探讨。
(212)



忒修斯（Θησεύς）的名字源于埃及语tsw（“统帅”），已在第五章中探讨。
(213)



卡德摩斯（Kάδμος）和他的名字清楚地源于闪米特语词根√qdm，已在本丛书整个三卷中多次提及。雅典的建城者凯克洛普斯（Kέκροψ）可能源于第十二王朝法老森乌塞特（Senwosret）的王衔名——Ḫpr kзR‛I、Ḫ‛ḫpr R‛II和Ḫ‛kзw R‛III，这个问题将在第二十二章中探讨。
(214)

 Mελάμπους和Mέροψ的埃及语—叙利亚语词源已在第十八章中提出。
(215)



尚特莱纳将名字Nεστωρ（涅斯托尔）归到动词νέομαι（“返回”）的词条之下。他似乎合理地追溯到词形*νέσομαι那里，为它找到了一个印欧语词根，尽管有些不太确定。我们对涅斯托尔事迹的了解是，他是涅琉斯（Nηλεύς）的儿子，在派罗斯统治了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并在年老的时候远征特洛伊，并在那里成功扮演了一个讨厌的和事佬。不像其他希腊英雄，他没有遭遇太大困难就返回了家园，因此他的名字就与“返回”（neomai）有了关联。涅琉斯和涅柔斯的名字一样，来自闪米特语词源，这个问题已在第十四章探讨。
(216)

 涅斯托尔另外一个词源很可能是埃及语称号Nst wr（“巨大的宝座”）。
(217)

 这样的称号非常适合派罗斯，我们从B类线形文字档案中获知，那个地方在公元前13世纪存在着一个富有强大的国家。
(218)

 此外，这个称号经常作为一个官职使用。并且，作为一个称号，而非作为一个人，它对涅斯托尔的长寿做出了解释。

奥德修斯（ʼOδυσσεύς）源于wḏyt（“远征”），已在前文探讨。
(219)




 结语

本章试图澄清开篇引用的希罗多德的观点：“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没有被他收录的神名有合理的印欧语词源或闪米特语词源，这一事实使得他的观点变得更为合理。本章的重点是探讨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的神话传说人名，忽略了那些带有合理的印欧语词源的人名。不过，我相信，本章能够让我们获得超出希罗多德所列神名之外的知识，并且证明其他大部分可见于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名，主要来自埃及语，其次来自闪米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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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地理特征和地理名称


 导语

地名有可能比词汇存在的时间更长久。关于史前史和历史，地名能够和语言提供同样多的信息，甚或更多。不像其他词汇，地名经常会在构造它们的语言消失后仍然存在。它们的语言起源能够为生活在遥远的过去的族群或统治者的语言提供重要的证据。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18个州和3个省的名字无法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加以分析。由于它们从东部的魁北克省和马萨诸塞州延伸至西部的犹他州和爱达荷州，一个人——即便没有历史证据或现在的语言学证据——也能够推论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Pre-Columbian）族群的生活区域横贯北美大陆。然而，西部、南部4个州（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科罗拉多和蒙大拿）和东南部的1个州（佛罗里达）采用的是西班牙语名称，表明这些地区居住着西班牙语居民，或者至少受到西班牙语的影响。

不过，典型的政治名称不及那些自然特征名称甚或市镇乡村的名称传统。在英格兰，除了伦敦和那些带有拉丁语词尾-castrum的地名，只有非常少量的凯尔特语市镇名称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尽管大部分常见的河流名称——埃文河（Avon）、德文特河（Derwent）、达特河（Dart）、唐河（Don）、奥塞河（Ouse）以及特仑特河（Trent）——主要是采用英语命名的，但是像泰晤士河（Thames，又写作Temis）和塞温河（Severn）等河流名称则是采用前凯尔特语（pre-Celtic）命名的。两个事实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列颠早在2500多年之前便有凯尔特语族群居住，并且，在除了康沃尔郡（Cornwall）之外的英格兰，英语（威尔士语）至少在1400年里没有被使用过。

它的缺席也是可以探明的。我们知道，英格兰是在公元1066年被诺曼人（Normans）征服的，并且在随后300年里的统治者讲的是法语。然而，极少有地名采用了法语，撒克逊人和丹麦人迁居此地的证据是相当牢靠的，大部分地名采用了他们的语言。

在巴尔干半岛，整体而言，几乎所有的地名都来自印欧语。希腊是最大的例外——事实上，它的任何一个古代地名都不能通过印欧语来解释。出于这一原因，古典学家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去解读或者探讨它们。自1905年阿道夫·菲克（Adolf Fick）的著作《作为前希腊历史来源的前希腊语地名》（Vorgriechische Ortsnamen als Quelle für die Vor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出版以来，学术界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这个主题的专著。
(1)

 从他的书里可以看出他只具有极少的语音学训练，并且完全缺乏语义学训练。他唯一可以探明的研究方法是拒绝考虑最明显的闪米特语词源，例如他明确否认希腊的河流名称Iαρδάνος可以追溯到迦南语Yardēn（“下降之河”）那里，Yardēn即为约旦河（Jordan）。
(2)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也试图对这一语言借用进行质疑，详见下文。菲克的尝试以及布利根和黑利注定失败的冒险已在第一卷中述及，严格说来，古典学家们只剩下希腊地名尚未探讨。
(3)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为学术界的这一失察进行辩护，他们写道：“在理论上，名称几乎可以具有任何含义。”
(4)

 我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尽管名称经常只是作为名称被重复，但是最初的名称几乎总是有一个含义的，地名尤其是如此。我们屡次未能理解地名的含义，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但没有意识到该名称形成时所采用的语言。不过，在假定一个具体名称源于一种未知语言之前，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它是否能够被我们已知的并且已经理解的语言解释。

我坚信，希腊地名研究未获得发展的原因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们将这些地名视为未知的并且已经消失的前希腊语言的残余。他们极少考虑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许多地名似乎真的可以通过古代埃及语或闪米特语来解释。

我在这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是“未经训练的”。在探析希腊地名的词源时，我坚持（1）两词之间必须存在着良好的语音吻合，并且，（2）被假设的亚非语词根应该被证实是一个地名，或者（3）被假设的词源符合被命名的地方的自然特征。先前的学者没有将最后一个标准考虑在内。


 自然特征

岛屿

和其他地名一样，岛屿名称有时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例如，古代名称摩纳（Mona）曾经指称的岛屿现在以安格尔西岛（Anglesey）闻名，而它现在指称的岛名叫马恩岛（Isle of Man）。图勒（Thule）这个名称曾经指的是冰岛，后来指的是格陵兰岛，甚至还是设得兰群岛中富拉岛（Foula）的最初名称。爱琴海上的岛屿名称非常不稳定。例如，如果有人将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奥克尼群岛（Orcadian archipelago）比较，就会发现明显的差异。在奥克尼群岛，除了波莫纳岛（Pomona）和大陆这两个名称之外，其他数十个岛屿都有独特的和固定的名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基克拉泽斯群岛，岛屿名称的情况却是相当地易变。两者之间的差异一部分原因与时间有关：奥克尼群岛的岛屿名称据记载仅存在了1000年，然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岛屿名称则存在了三四千年之久。另外一个解释是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多语言属性，数千年来，印度—赫梯语、埃及语、西闪米特语和印欧语都在那里使用过，并且经常是同时使用。



在罗列这些岛屿名称之前，我们应该考查词汇Nη̑σος（H）（“岛屿”）本身。尚特莱纳宣称，该词源“未知”。Nēsos的词义并不十分简单，它被用来表示半岛，也被用来表示被尼罗河淹没的淤积层。我为它提出了一个埃及语词源nst。不过，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王位”；它在作为地名使用时有时候和义符（N36）（“灌渠”或“水田”）连写。这个词形将暗示与尼罗河淤积层的对应。更切中要点的词汇是复数词形Nswt tзwy，它被用来表示远离尼罗河的山脉和沙漠。
(5)

 最后，nst可能表示更广泛意义上的“位置”，如一个市镇、一个统治者甚或一个民族所处的位置。因此，它为nēsos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




岛屿名称：
 Aνάϕη、Mεμβλιάρος。17世纪，塞缪尔·博沙尔将这个毗邻锡拉岛的小岛的名称追溯到希伯来语‛Ånåp（“阴凉的”）那里。
(6)

 他的这一词源分析是基于罗得岛诗人阿波罗尼奥斯《阿尔戈号历险记》（Argonautica
 ）中一段话得出的：“（当黑夜让人烦躁之时，）黎明到来了，为他们带来了光明：他们（阿尔戈英雄们）在一片阴凉的树林里为阿波罗修建了一座辉煌的神殿和一个阴凉的祭坛。因为看到了遥远处传来的闪光，他们便召唤福波斯（Phoebus）这位‘光明之神’（aiglētēs），并且称那座光秃秃的岛屿为安那菲（Anaphe）……”
(7)

 因此，博沙尔的这个词源分析仅仅是一种可能。阿斯特认为安那菲源于西闪米特语>ănåphå（“猫头鹰的一种”）。

迈克尔·阿斯特对这段被引用的文字以及它前面的一段文字颇感兴趣：“……当他们在广阔的克里特海上航行之时，黑夜使他们惊慌失措。黑夜，他们称之为令人厌倦的黑暗：星光不能刺破致命的黑夜，月光也同样如此。但是，黑暗的混乱从天而降，或许有些黑暗来自地下最深处。”
(8)

 阿斯特关注的是名称Mεμβλιάρος。希罗多德将这个人描写成一位与卡德摩斯（Kadmos）有亲缘关系的腓尼基人，定居在锡拉岛，然后被称为卡利斯忒（Kalliste）。在神话传说人物锡拉斯（Theras）即锡拉岛的命名人到来之前，他的子孙在这个岛上生活了八代之久。
(9)

 阿斯特根据拜占庭学者斯特法努斯的著述论证，蒙布里阿罗斯（Membliaros）最初并非人名，而是安那菲岛的古名。基于阿波罗尼奥斯对极度黑暗的戏剧描述，阿斯特为该词找到一个腓尼基语词源，即*Mēmbli>
 år（“没有光的水面”）。他又进一步将该词与阿波罗尼奥斯对“令人厌倦的黑暗”的描写以及希伯来和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神话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创世神话中，神的光行于黑暗混沌的水面上。
(10)



阿斯特的词源分析似乎有道理，但是其中好像还有更多的信息。“令人厌倦的黑暗：星光不能刺破致命的黑夜，月光也同样如此。但是，黑暗的混乱从天而降，或许有些黑暗来自地下最深处。”这是对锡拉火山喷发之后的极度黑暗的充分描写。因此，不管蒙布里阿罗斯指的是锡拉岛还是安那菲岛或者此两者，阿斯特认为该词起源于*Mēmbli>
 år的分析是非常有可能的。




‛Aπία
 。阿庇亚（Apia）是阿尔戈斯或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名，它起源于埃及语Ḥp，已在第一卷中探讨过。
(11)






ʼAστυπάλαια、Kός。
 阿斯提帕莱亚（Astypalaia）是一个常见地名。斯特法努斯列举了五个实例。
(12)

 在第二十二章中，我将探讨Asty（“城市”）起源于埃及语st（“地方、地域”）。
(13)

 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Astypalaia可能是一个带有后缀的复合词，-palaia仅仅指的是“古代”。不过，希俄斯的斯库姆诺斯（Skymnos）和拜占庭的斯特法努斯提到了一对交替词πύλαιον和πύλαια，因此阿斯提帕莱亚有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埃及语词汇。
(14)

 科普特语se清楚地表明，st通常按照自身拼写发音。不过，它经常组成复合词，却不存在它与pr*por组成复合词的例证。St经常和义符[image: ]
 连写，而无须对它进行直译。无论如何，作为名称的阿斯提帕莱亚是一个城市名而非岛屿名。那个基克拉泽斯岛屿可能是因为自己显著的卫城而获得自己的名字的。

斯特拉博宣称，阿斯提帕莱亚是更大更重要的岛屿科斯岛的最初名称。
(15)

 斯特法努斯只是说它是科斯岛上主要城市的名称。
(16)

 科斯岛是阿斯克勒庇俄斯家族（Asklepiads）的聚居地，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诞生地和希腊的医药中心。阿斯特为该岛的名称找到了一个文雅的词源，西闪米特语kôs（“猫头鹰的一种”）。他从三个途径进行了论证。首先，他引用了维克托·贝拉尔（Victor Bérard）对另两个名称῎Aκις和Mεροπίη̄的论证，它们都指的是锡弗诺斯（Siphnos）岛。贝拉尔将Akis和闪米特语aku（“猫头鹰”）联系在一起，但是akos和akis在希腊语中分别指的是“治疗法”和“恢复”。这一对被加工的词，被贝拉尔称为希腊语/闪米特语成对词。
(17)

 （在我看来，就akos这个词汇而言，所谓的“希腊语”词汇事实上源于埃及语‛qз。
(18)

 ）在第十八章中，我接受了贝拉尔和阿斯特认为Meropiē起源于西闪米特语mərappe>
 （“治疗者”）的观点。
(19)



阿斯特的第二个论证来自Meropiē作为名称指的是科斯岛，如上所述，它是一个西闪米特语词汇，该词指的是与医药有关的那种猫头鹰。第三个论证是，神话传说中该岛的国王Mέροψ有一个儿子欧墨洛斯（Eὔμηλος）继承了他的王位，此子变成了一只Nυκτικόραξ，即“夜啼鸟”。这一词汇出现在了七十士本中，用以翻译希伯来语kôs。此外，欧墨洛斯（Eumēlos）的女儿墨洛匹斯（Meropis）变成了一只“猫头鹰”（γλαυ̑ξ）。
(20)

 总而言之，这个关系网络过于复杂和稠密，以至否定了科斯岛这个名称起源于西闪米特语Kôs（“猫头鹰”）。




Δη̑λος、̔Pη̑νεια。
 Delos的闪米特语词源和勒内亚的埃及语词源已在上一章中探讨过。
(21)






ʼIθάκα、Aττικα以及ʼIτύκη。
 这三个名称有着共同的音节结构：*VtVka。Ἰqáka（伊萨卡）指的是希腊岛屿和幼发拉底河畔的一个市镇；Aττικα指的是雅典城周围的领土；Itukē，它的另外拼写是Utica（即乌提卡），指的是迦太基城附近的一个城市，如今被称为突尼西亚（Tunisia）。闪米特语词根√‛tq的词义是“通过、代替”。在希伯来语中，‛åtêq可能指的是“突出的、非凡的”，但是在阿拉姆语和较晚的希伯来语中，‛atîq指的是“被超越的、古老的、老旧的”。无疑，布匿城市乌提卡是从Pual的被动词形‛utaq（“被超越了”）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名字。它被迦太基超越了。Qartaḥădåštå就是迦太基，意为“新城”。
(22)

 幼发拉底河畔存在着一个名为伊萨卡的市镇，强烈地表明这个地名没有印欧语词源或埃及语词源，它是闪米特语。但是，难以处理的是它的意思是“卓越的”还是“古老的”。
(23)

 第一种解释因为伊萨卡早期对凯法莱尼亚岛（Kefallenia）和扎金索斯岛的控制而变得更加可信。
(24)

 第二种指向“古老的”的解释如果存在可能的话，这个名字可能源于该族群的名称。同样模棱两可的词义也可以在阿提卡这个名称上找寻到，它的“古老的”这一词义更有可能出现，因为雅典人自诩他们的历史由来已久并在多利亚人入侵过程中表现突出。

埃尔努和梅耶认为antiquus起源于ante（“在……面前”），但是他们被词尾-quo难住，他们承认它不是印欧语后缀。将它的词源追溯到‛atîq，似乎更为简单。一个类似于鼻音的引入可以在人名Antonius（安东尼）的词源里找到，它可以追溯到迦南语>
 ădônî（“我的主人”）那里。




῎Iκαρος
 。伊卡罗斯岛（Ikaros）或伊卡利亚岛（Ikaria）通常和不幸的伊卡罗斯联系在一起，他因为飞得太高导致了自身的悲剧。不过，另一个英雄伊卡里俄斯（ʼIκαρίος）是第一个种植葡萄的人。
(25)

 他的名字和阿提卡的一个德莫以及伊卡利亚岛联系在一起。奥伊诺伊（Oinoe）城以葡萄种植而闻名，在古代世界被称为希腊最早酿酒的地方。伊卡罗斯的词源似乎可以追溯到迦南语>Ikkår（“劳动者、种植者”），该词来自阿卡德语ikkaru，并且最终来自苏美尔语agar（“水田”）。
(26)






Kρήτη。
 克里特不仅是爱琴海上的最大岛屿，而且也是海拔最高的岛屿。伊达山（Mount Ida）不仅仅比其他海岛上的山高1000多米，并且是希腊除了奥林匹斯山之外的最高山峰。埃及语qзз、qзt和qзyt（“高、顶点”）都作为地名使用。
(27)

 尽管事实上没有从埃及语文献中找到该名称用于表示克里特岛，但是qзt为Krēt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词源。




Kύθηρα。
 这个岛屿的名称为维克托·贝拉尔关于“成对词”的原则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两个名称，一个是希腊语，另一个是闪米特语，表示同一种地理特征。在第一卷中，我列举了所有与该岛屿相关的闪米特语词汇，它是戴王冠的阿芙洛狄忒的一个崇拜中心。贝拉尔认为库忒拉源于西闪米特语，它可见于希伯来语keter和kōteret（“王冠”）和希腊语Σκάνδεια（“一种头饰”），后者是该岛屿主要海港的名称。
(28)

 在脚注里，我指出，斯坎狄亚（Skandeia）本身来自埃及语Sḫmty即“埃及的双王冠”。
(29)

 这个例证加上上面提及的关于akis的例证，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成对词是由闪米特语和埃及—希腊语组成。




Λη̑μνος、Λέσβος。
 像λιμήν（“海港、港口”）一样，Lēmnos利姆诺斯这个名称似乎起源于埃及语*r-mny（“停泊处”）。该岛屿的迈德罗斯湾（Bay of Mydros）是爱琴海上最优良的海港。在古代，利姆诺斯岛上有一个活火山，因此成为赫淮斯托斯的崇拜中心。

莱斯博斯岛（Lesbos）西部也有火山，由于温泉而变得不稳定。贝拉尔认为莱斯博斯这个名称中存在着表示火山的符号。市镇皮拉［（Pyrrha）“燃烧的”］和市镇伊萨（Issa），他认为后者源于闪米特语>
 Iš（t）（“火”），两个市镇的名称被他视为一对成双词。
(30)

 莱斯博斯本身的词源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前希腊语”，它似乎真的来自中期埃及语зsb（“强烈的、热烈的”）和зsbyw（“火焰”），词形nsb可见于《亡灵书》。




Mη̑λος。
 斯特法努斯宣称，米洛斯（Mēlos）的最早殖民者是来自毕布勒的腓尼基人。
(31)

 这无疑暗示该名称来自一个闪米特语词源。莫费斯、莱维和阿斯特都主张，它源于词根√ml>
 （“满的”）。他们利用卡利马科斯使用的一个变体词形Mimallis来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认为它来自分词məmalle>
 。
(32)

 这一分析只在语音层面看似是合理的，在语义层面则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更有可能的词根是√mlḥ，它最终起源于诺斯特拉语词根*√mul/mol（“揉搓、压碎、磨坊”）。
(33)

 √mlḥ的基本词义是“盐”，但是它的这一词义向两个方向引申：在乌加里特语和阿拉伯语中，该词形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在阿拉伯语中，该词和其他语言单位连用，对各种矿物质进行命名，其中的大部分矿物质都生产于米洛斯。




Mύκονος。
 迈库诺斯（Mykonos）来自迦南语的一个词形，它可见于希伯来语，即məkōnåh（“固定的地方、基地”），该词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
(34)






Nάξος。
 纳克索斯的词源来自nḫtἰ，见第十六章。
(35)






Σαλαμίς。
 斯特法努斯知道，表示“和平”的阿拉伯语词汇是salama。
(36)

 但是，尚不清楚古人们是如何将这个词汇和东地中海地名萨拉米斯（Salamis）联系在一起的。更为晚近的学者们认为它来自闪米特语词根√slm（“健康、安全、和平”）。
(37)

 萨拉米斯岛位于萨罗尼科斯海湾，与雅典相望，它的西部有一个海港，可以躲避来自任何方向的风浪。学术界长久以来认为Σάρων的名称来自巴勒斯坦滨海平原萨伦（šårôn），其实它的名称来自特洛曾北部滨海平原。
(38)



塞浦路斯岛上的萨拉米斯位于东海岸的一个海湾边上，受到良好的庇护，在公元前1千纪，那里存在着大量的腓尼基人的居民点。不过，希腊语地名萨拉姆（Salam）的词形取代了晚期迦南语šålôm，暗示着这个名字是在青铜时代被借用过来的。它与今天的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仍然是极佳的对应词。




Σάμος、Σάμη和Σαμοθρᾴκη。
 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写道，带有词缀Sam-的地名来自表示“高”的古老词汇。
(39)

 这个说法已被普遍证实，例如萨摩斯东部的地形地貌，它的山峰高于周围的海角和岛屿。它的西部情况也同样如此，例如后来的萨梅（Samē）和更后来的凯法洛尼亚岛（Kephalonia）。萨摩色雷斯也同样是如此。Σαμικόν的地形地貌使它很难归入这一词群里面，因为它指的似乎是湿地平原。通过卡比洛斯崇拜，萨摩色雷斯和腓尼基语有着牢固的联系。
(40)

 如学者们数百年来已经熟知的那样，萨摩斯的确与闪米特语词根√smh（“高”）对应，该词根可见于阿拉伯语samā>
 （“高”）、腓尼基语šmm（“天堂、高的地方”）和希伯来语šåmayîm（“天空”）。
(41)






Σέριϕος。
 在神话中，塞里福斯岛（Seriphos）是珀尔修斯（Perseus）和他的母亲达那俄（Danae）被从铁柜里救出来的地方。从海中观看，塞里福斯岛显得干燥，树木稀少，令人生畏。不过，在阴凉的山谷里，绿草茂盛，并且以“塞里福斯”蛙而著名。
(42)

 阿斯特被Seriphos和希伯来语śårap（“燃烧”）以及śåråp（“易怒的蟒蛇”）之间在语音上的强烈对应所吸引，尤其是它和śårap之间的对应性。
(43)

 倘若该岛有一个被烧坏了的外貌，它的名称还真有可能来自这些希伯来语。




Σίϕνος。
 在本节前文论述阿斯提帕莱亚和科斯岛时提到了锡弗诺斯岛，因为它有一对成双词῎Aκις和Mεροπίη̄。锡弗诺斯这个名称本身可能真的来自闪米特语。博沙尔认为它源于√s̩pn（“宝藏”），因为该岛以它的金矿和银矿著称。
(44)






关于岛屿名称的结论。
 在这些挑选出来的岛屿名称中，闪米特语名称的比例较大，有12个，而可能的埃及语名称只有4个，这似乎可以证实闪米特语对希腊语造成了影响的可能性。较早些时候的学者，从博沙尔到莱文，在这个领域做了许多工作。实际上，在本节中几乎仅有的原则性想法，是为Grete和Lesbos提出埃及词源。不管更早的印度—赫梯语或埃及语词形是否构成了爱琴地名的基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闪米特语名称弄得模糊不清了。修昔底徳宣称，在古时候，卡里亚人和腓尼基人生活在这些岛屿上，由此看来，他的这一观点是受到支持的。
(45)



一些山脉名称

山脉名称可能是最传统的地理名称。山区远离海洋和河流的影响，相对而言，不易受到族群迁徙和定居的影响。但是，反对这种孤立论的观点成为趋势，因为那些生活在平原上的族群为山脉命名，并且新来的征服者尤其会用新的名字为那些最高峰加冕。例如，珠穆朗玛峰、华盛顿山以及麦金利山等。尽管如此，在希腊几乎没有哪座山有印度—赫梯语或印欧语名称。它们明显来自埃及语或闪米特语，并且作为名称逐渐混合进了希腊语。

在为希腊语中的山脉名称列举亚非语词源之前，我更愿意探讨一些希腊语中表示“山脉、丘陵”的最常用词汇>
 ōρος。该词以所有格形式出现时，有两个变体拼写oureos和ōroes。它可以在B类线形文字中得到证实，即orea2
 。弗里斯克认为，它是动词ὄρνυμαι（“奔冲、提升自我”）的动名词形式ὀρέσθαι。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也都认为它更有可能与梵语r̩s̩vá（“高”）有联系。它的一个闪米特语词源可能来自希伯来语，该词发音为har（“山脉、丘陵”），其复数形式为hårîm；它可能被迦南语ḥorěs（“山脉”）修正，该词源于亚非语词根*ḫoras，该词根见于阿卡德语ḫuršu、埃及语ḫзst。
(46)






ʼAσσωρòν。
 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都谈到了作为城市名称，推罗的Ṯ̣（y）
 ôr>Ṣôr的转变。
(47)

 它最初的词义是“岩石”。这为萨摩斯岛上面的阿索隆山（Assōron）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词源。该词汇的字首增添元音来自迦南语冠词*Has̩s̩ôr。西西里岛的城市名称似乎来自推罗这个词本身。
(48)






ʼAτάβυρ（ι）ον。
 Atabyrion（阿塔拜里昂）源于迦南语*Hat̩t̩åbôr，已在第五章中探讨过。
(49)

 斯特法努斯提到西西里岛、波斯和腓尼基的阿塔拜里亚（Atabyria）。
(50)






῎Iδα。
 Ida的词源可以追溯到闪米特语√yd（“手、纪念碑”），已在第十五章中探讨过。
(51)






Δίκτη。
 关于阿耳特弥斯的描述词Δίκτυννα，有两个解释，一个是通俗的，一个是学术的。通俗的解释认为，它源于δίκτυον（“网”），即用于打猎捕鱼的工具。总而言之，它和阿耳特弥斯的狩猎女神的职能相匹配。Diktyon本身被认为来自一般认为的古老动词δικει̑ν（6），它只见于该词的不定过去时形式，词义为“猛投、用力投掷”，但没有被证实。该词似乎源于埃及语中的一个双字母词*tk，它可见于世俗体tkз和科普特语词形tōk的定性词形tēk（“猛投、用力投掷”）。

对Diktynna的学术解释是，它来自狄刻忒山（Mount Diktē），该名称是一个前希腊语词汇，因此无法解读。尽管我相信通俗的解释更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我认为两者可以调和。δεκτή是一个含义不明的词汇，赫西基奥斯将其注释为χλαι̑να（“罩袍”），其异体拼写为χλανίς。在闪米特语中，词根√dqt可见于伽法特（Gafat）地区已经消亡的埃塞俄比亚语，即dəqw
 ätä；亦见于索多的古拉格语，即däqot（“带子”）。该词似乎可能与阿姆哈拉语dəg（“紧紧捆住身体中部有弹性的带子”）和阿拉伯语dikka或tikka（“束腰带”）有关联。
(52)



那些带有词尾的/-t/的词形可能代表着最初的词形，其中√dqt为dektē和“一个带有细绳的网”的意义上的diktyon和Diktynna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词源。与Diktē的关系则更为难处理，仅有的处理方法是将它视为来自“网”或者将狄刻泰安山脉（Dictaean mountain）视作对拉菲斯提昂平原（Laphistion Plain）的环绕，至少是在南边进行了环绕。




Kαδίστον。
 在20世纪初，学者恩斯特·阿斯曼（Ernst Assmann）论证，克里特岛北部的卡狄斯同山（Mount Kadiston）来自闪米特语词形qadištu（“神庙奴隶”），可见于阿卡德语。同时，它还是伊斯塔尔（Ištar）女神的描述词。
(53)

 我不认为学者应该如此精确，但它的确源于词根√qds，相关探讨见于第十四章。
(54)






Kιθαι̑ρων。
 维克托·贝拉尔令人信服地将库泰隆山（Mount Kythairōn）的词源追溯到闪米特语词根√q̩t̩r那里，希伯来语主动语气动词词形q̩it̩t̩er指的是“献燔祭”。该词非常符合帕萨尼亚斯的描写，描写内容是安排在它的山峰上的精心策划的大屠杀。
(55)






Λαύριον。
 关于λαύρα的一个词源是r-wзt（“路”）的探讨，见于第九章。
(56)

 如果现代的拉夫里昂（Lavrion）真的是Θορικòς的另一个名字（Θορικòς被普遍认为是连接ʽEλενή岛的狭窄海峡），那可能它是20世纪臭名昭著的惩罚之岛马科洛尼索斯（Makronisos）。似乎更有可能的，如果它位于该半岛的西部，它将会面对萨罗尼科斯海湾更为广阔的入口。




Λυκαβεττóς。
 Lykabettos（律卡贝托斯）的词源可以追溯到зḫἰзbtt，它和表示山的义符连写时，意为“东方的光明之地”。它将和其他雅典地名在第二十二章中被探讨。
(57)






Oἴτη。
 俄伊忒山（Mount Oitē）是被认为迫使波斯人穿越温泉关（Thermopylae）的羊肠小道的山脉的一部分。希腊人没有意识到存在着这条穿越山脉的小径，它使波斯人能够绕到他们的后方发起攻击。
(58)

 在200年之后的公元前279年，凯尔特入侵者走的是同样的路。帕萨尼亚斯对该地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如下描述：“两条小路穿越俄伊忒山，其中一条沿着特拉基斯（Trachis）这一陡峭雄险的悬崖延伸，另外一条穿越埃尼阿尼亚（Ainianian）丘陵，更适合军队通过，波斯将领许德梅斯（Hydemes）便是通过这条小路从背后攻击列奥尼达（Leonidas）的。”
(59)

 这个时候，这条小路被封锁的时间足够长，希腊人从海上撤离了他们在温泉关的军队。

埃及语w‛rt一般指的是“部分、省”。与表示河流或沟渠的义符连写时，它指的是一条河的“支流、分支”。作为地名，与表示山的义符连写时，W‛rt被许多学者解释为“多山地区的通道或山谷”。
(60)

 即便是考虑到复古现象的存在，词尾-t的保留也表明，这个名称是在词尾-t从埃及语中消失之前传入希腊语的。科普特语词形ouerēte来自双数词形w‛rty，表明中缀-r-可能是在希腊语中消失的。
(61)

 尽管语音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语义上的吻合是如此准确，以至使它成为一个非常可信的词源。




῎Oλυμπος。
 奥林匹斯（Olympos）是众多山脉的名称，最著名的是色萨利北部的奥林匹斯山。它来自wrmwt，已在第十五章探讨过。




Παρνασσòς、Πάρνης。
 一些学者渴望寻找另外一块空白的地名沙漠，以便证明安纳托利亚语对希腊语的影响是有限的，山脉名称帕尔纳索斯（Parnassos）给这些学者带来了许多欣喜。不过，新近的学者伦纳德·帕尔默教授坚定地认为它和安纳托利亚语有联系，以至用它来描述一支“帕尔纳索斯族群”由安纳托利亚而来，入侵了希腊。他认为该词来自赫梯语parna（“房子”），它的某些格的词形可以指岩石居所。即便是如此，它作为表示山脉名称仍然很奇怪。

帕尔默论证，parna可能和埃及语pr和胡里安语purli/purni（“房子”）有关联，因此，它有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小亚细亚词汇。
(62)

 关于对它的探讨，可见于第九章。
(63)



帕尔纳索斯山在神话中是一座著名的山，丢卡利翁（Deukalion），即希腊的诺亚（Noah），他在此登上岸，揭开了人类世界的新篇章。埃及的宇宙起源论始于混沌的大洪水退却之后原始土丘的显现。不同的宗教崇拜将不同的地点视为原始土丘。
(64)

 下埃及的民族圣地被称为Pr Nsr，它靠近古代城市佩（Pe）和德普（Dep），以及后来的城市布托。埃及语Pr Wзḏyt已在第九章中探讨过。
(65)

 Pr Nsr被普遍认为是下埃及在公元前4千纪上下埃及统一之前的都城，并且，在整个埃及王朝的数千年的历史里，它仍然是朝圣之地和红冠的加冕地。由于那里没有宗教碑铭或文献出土，所以它不总是被列入原始土丘的名单里，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候选地点。它在前王朝时代是政治宗教中心并且具有突出的地理位置，这使它成为极佳的竞争者，加德纳是这样描述它的：“位于三角洲西北地区的沼泽地带，几乎像一座小岛，屹立其中。”
(66)



作为Parnassos（帕尔纳索斯）的一个词源，Pr Nsr的第一个音节不会带来任何难题。科普特语的复合词包含有-pōr和希伯来语Par‛oah，这表明在迦南语转换之前*pār经常是对pr的转写。
(67)

 我们对Nsr的发音一无所知。即便如此，相较于赫梯语parna而言，*parn Vsr为帕尔纳索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语音匹配。考虑到关于丢卡利翁的神话故事，该词也提供了更好的语义匹配。它也能够解释帕尔奈斯山（Mount Parnēs）的名称，帕尔奈斯山居高俯临阿提卡，就像帕尔纳索斯山居高俯临德尔斐和彼奥提亚一样。




Πτώον。
 詹姆斯·弗雷泽是这样描绘普托昂山（Mount Ptōon）的：“这一山峰或群山蜿蜒于科派克平原（Copaic plain）东侧，然后向北和向东，朝着欧利普斯海峡（the Euripus）方向延伸。”
(68)

 它的名称源于埃及语pзḏw、科普特语ptōu（B）和ptou（S）（“山脉”）。




Σαίτις。
 帕萨尼亚斯大概采用了传统观点，认为赛斯（Sais）和赛提斯（Saitis）代表雅典娜（Athena）。
(69)

 因此，毋庸置疑，塞提斯山（Mount Saitis）是以该女神和她的崇拜中心来命名的。




Σαπυσέλατον。
 帕萨尼亚斯记载，阿拉克尼昂山（Mount Arachnion）位于阿尔哥利德（Argolid）东部，它的古名最初是萨佩色拉同（Sapyselaton）。
(70)

 迈克尔·阿斯特指出，尽管它在希腊语中没有意义，但是Sapyselaton与Sps ilt匹配良好，“Sps ilt的发音与Saps>
 elat或Sapas>
 elat［‘女神萨普苏（Sapsu）’］相近。众所周知，乌加里特人认为太阳不是男神而是女神，并且称呼她时，使用的不是闪米特语中表示太阳的常用词汇Sams，而是专门的革新词汇Saps……”
(71)

 。这一推理存在的问题是黎凡特地区不存在这样一个地名，并且也难在山区寻找到太阳神崇拜的任何痕迹。不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存在着其他许多闪米特语地名，加之在如此复杂的名称中存在着准确的语音对应，它们似乎能够击败反对观点。




ΣϕίγξΦίγα。
 斯芬克斯山（Mount Sphinx），或者将其简称为菲伽（Phiga）山，位于底比斯西北方和科派克平原东南方。该山和俄狄浦斯的斯芬克斯联系在一起。斯芬克斯起源于埃及语šspw‛nḫ，已在前几章中谈论过。
(72)






Tαΰγετον。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脉泰格图斯（Taygetos），它起源于埃及语Tз（w）igrt（“亡灵国度的土地”），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
(73)






关于山脉名称的结论。
 以上提到的名称只占希腊山脉中的一小部分。我确信有更多的名称来自亚非语。不管怎样，这个数目会远远大于那些将自身局限于印欧语分析的学者发现的数目。

河流

更有可能的是，河流名称比山脉名称更为古老。尽管北美洲的海湾和大西洋海岸有圣劳伦斯山（St．Lawrence）、哈得孙河（Hudson）、特拉华河（Delaware）和格兰德河（Rio Grande），但是它们在数量比不上康涅狄格河（the Connecticut）、萨斯奎哈纳河（the Susquehanna）以及内陆流淌的几乎清一色带有美洲本土名称的河流。五大湖也存在着类似现象，其中四个采用的美洲土著名称。希腊的大河、大湖极其稀少，但是其中大多数河湖和众多小河、小湖采取的名称不是埃及语就是闪米特语。




表示河流的词汇。
 大的河流被称为波塔摩伊（potamoi）。ποταμος来自Pr tm的词源分析已经在第九章中提到。
(74)



另外一个经常用于表示希腊水道的词语是χαράδρα或χάραδρος。它在B类线形文字中出现过，证实它自青铜时代便开始被使用。阿道夫·菲克显然觉得无须对它进行解释，因为χάραδρος是表示“冬季暴涨的河流、激流”的词汇。它们作为地名和词汇，在迦南语中存在着一个可能的词源。尚特莱纳似乎合理地将kharadros和χέραδος（“水流带来的淤泥”）联系在一起。
(75)

 一条被命名为Φρίξος（“令人发抖的、可怖者”）的溪流位于阿尔哥利德凯拉德洛斯（Kheradros）河附近。
(76)

 根据维克托·贝拉尔的闪米特—希腊语“成对词”的原则，这暗示着卡拉德洛斯（Kharadros）来自迦南语ḥårad（√ḫrd）（“颤抖的、恐怖和令人发抖”）。
(77)

 它在《圣经》里作为地名即Ḥarod（哈律泉）使用。它是一条激流的名字，因居住着‛ēyînḤarod而变得著名。“恐怖”和奔腾的水流之间的语义联系，也出现在拉丁语中，terreo（“恐惧”）和torrens（“激流”），即一条奔流但正在干涸了的河。

尚特莱纳遵循他的前辈的做法，将kharadros和χαράσσω（H）（“使锋利、搔抓”）联系在一起。这个词形与迦南语√ḫrs̩极为匹配，后者可见于希伯来语ḥåras̩（“砍、削尖”）和ḥårus̩（“深沟或壕沟”），它最终与ḥårad有关联。

另外一个表示冬季河流的词汇是ἀναυρος（H），词典编纂学者们未能给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词源说明。闪米特语常见词根√nhr，可见于希伯来语词汇nåhår（“溪流、河流”），它带有迦南语定冠词ha，似乎是一个恰当的词源。




河流名称。ʼAνίγρος。
 阿涅格洛斯（Anigros），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一条富含硫黄的小河，我们将在伊阿尔丹诺斯（Iardanos）的词条下提到它。它明显来自闪米特语词根√ngr（“泉水、溪流、绿洲”），该词根可见于西南亚和北非的许多地名里：Nagara、Nigira、Nigrai。
(78)



[image: ]
 阿凯隆（Akherrōn）是常见的河流名称，最著名的阿凯隆河位于希腊西北部。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认为它的词源不是印欧语。它也是斯提克斯河的另外一个称号，该河因表示亡灵之河而著名。不过，这些词典编纂学者没有提到莱维提出的词源，他认为该词起源于闪米特语>
 aḫărôn（“后面的、西方的海洋”）。像其他文化一样，这一词源将死亡和日落联系在一起。请参见第八章中关于erebos（“日落、亡灵世界”）的探讨。
(79)

 不过，阿斯特采纳了莱维的观点，韦斯特（West）则独立得出了它的词源解释。
(80)






Aσω̑πος。
 阿索普斯（Asōpos）是一个常用的河流名称，其中的一条阿索普斯河是彼奥提亚南部最大的河流。另外一条阿索普斯河在温泉关北侧与斯波尔希俄斯河（Sperchios）汇流。第三条阿索普斯河在阿哈伊亚
*

 的西库昂（Sikyon）附近流入大海。第四条阿索普斯河在斯巴达南端的帕尔农半岛（Parnon Peninsula）西侧流入大海。阿斯特认为该名称来自西闪米特语，可见于希伯来语>
 åsôp（“粮仓”）和>
 åsap（“收集、收获”）。
(81)

 这四条河都从平原穿过。因此，这一联系似乎在语义上存在着可能。不过，缺乏证据证明它是黎凡特的一个地名，多少削弱了这个词源分析的可信性。




ʼIάρδανος、ʼIάρδηνος。
 菲克认为伊阿尔丹诺斯是一个“勒勒吉斯语”（“Lelegian”）或吕底亚语词汇，但没有举出它的对应词。如上所述，他明确反对将该词和迦南语Iardēn或Iardān（Ieredan）等同。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沿用传统观点，以希腊语字母y>h的转换为依据对此进行否定。普遍认为，这一希腊语字母转换发生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对于他们而言，它在此之前被借用到希腊语的话，会被转写为*Hardanos。
(82)

 即便他们所确立的这个转换的可疑年代是准确的，如果该词是此后传入的，它便不存在问题了。我们知道，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伊利斯处于其中一条伊阿尔丹诺斯河上，一直到青铜时代结束时都受到东方的深刻影响。此外，另外一条伊阿尔丹诺斯河位于克里特岛东部，该地在铁器时代早期深受腓尼基人的影响。

20世纪初的学者弗雷泽（J．G．Frazer），即《金枝》（Golden Bough
 ）的作者，相信伊阿尔丹诺斯的闪米特语词源。他指出伊阿尔丹诺斯是流入伊利斯海岸的浅水湖卡伊阿法（Kaiapha）湖的两条小短河的古名。这两条河后来获名为阿基达斯河（Akidas）和阿涅格洛斯河，阿涅格洛斯河因火山气体而发出恶臭味。他的分析增加了该词起源于西闪米特语的可能性。弗雷泽证明，帕萨尼亚斯描写的在阿涅格洛斯宁芙附近的洞穴里治疗麻风病的场景和《圣经》中描写在约旦河治疗叙利亚人哈曼（the leper Haaman）的麻风病的场景是类似的。
(83)






ʼIνάχος。
 伊纳科斯（Inakhos）是流入阿尔戈斯平原的一条河流，它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埃及语‛nḫ那里，该词源分析已经在第十章中探讨。
(84)






ʼIτανòς。
 伊塔诺斯（Itanos）是位于克里特东部的一个城市，居住着非常多的腓尼基社群，该地有着密集的闪米特语地名。
(85)

 这个名称非常古老，因为它在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中都出现过，分别是Itano和Utano。维克托·贝拉尔认为它和希伯来语>
 ētån和>
 êtan（“持久的、长流的”）是对应词。伊塔诺斯还有这样一条小溪。
(86)




Kηϕισ（σ）óς、Kω̑πᾱϊς、Kαϕύαι、Kαιάϕα。
 刻菲索斯（Kēphissos或Kēphisos），是希腊最常见的一个河流名称。其中的大部分河流都被认为非常纯净和神圣，它们经常流入地下，然后再重新出现在地面上。菲克认为该词是“皮拉斯基语”（“pelasgische”），但没有为它提出词源解释。
(87)

 它的一个词源可以追溯到埃及语词根√qbb（“凉爽的”）和√qbḥ（“净化”），它们可以在水文名称中找到，这已在第二卷中提到。另外一个被证明的埃及语地名Qbḥw，与义符[image: ]
 和[image: ]
 连写时，作为表示栖息着水鸟的池塘或湖泊使用。后者的三个例证可以在希腊语水文名称中找到。卡菲埃（Kaphyai）是阿卡狄亚的一个湖泊，由神秘的泉水提供水源。
(88)

 卡伊阿法（Kaiapha）湖如今是一个浅水湖，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光秃秃的海岸。但是，在古代，它曾经显然是一片湖沼，由阿涅格洛斯河提供水源。
(89)

 不过，最为著名的科帕伊斯（Kōpāis）湖或湖沼，是一个位于彼奥提亚的大浅水湖。它在青铜时代是干涸的，并且在19世纪又一次干涸。一条刻菲索斯河流入科帕伊斯湖。在Kēphissos/Kōpais中，存在着交替字母ē/ō，这与sēma和sōma的情况类似，它们已在第五章探讨。
(90)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就后一个词源分析发生争辩，原因是科帕伊斯是该湖岸边的一个市镇，该湖的名称来自这个市镇。
(91)

 他们承认，Kōpāis limnē是“传统观点忽略的”“科帕伊斯湖”，但是，根据他们的观点，该词的真实含义是“科佩（Copae）附近的湖”。它们对科佩的词义一无所知。在我看来，他们的论证是小题大做的荒诞之谈。这些湖泊名称和它们岸边的市镇名称经常被混淆，例如伊利（Erie）、温德米尔（Windermere）和日内瓦。既然卡菲埃和卡伊阿法作为湖泊名称是对应词，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它们明显来自埃及语Qbḥ。




Λάδων、Θέλπουσα、Tέλϕουσα、Tριτω̑ν。
 彼奥提亚和阿卡狄亚的这几个乱作一团的对应地名，已在第二卷中述及。
(92)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经常无视我的观点，只是简单地宣称某个假定的词源“可能指的是……”，却没有提出一

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替换词源。例如，他们主张，表示彼奥提亚和阿卡狄亚的大瀑布或泉水的特尔福萨（Telphousa或Thelpousa）可能指的是“‘大瀑布’‘旅行者的休息处’或其他1000个可能性的任何一种”。
(93)

 我从语义上分析，已被证实的埃及语地名Tзlbyw“利比亚”是似乎真实的词源，并且有许多根据来证明它。如他们所说，我的论证不仅仅基于利比亚有许多悬崖、大瀑布和绿洲这一事实，并且基于这些希腊语地名和利比亚在神话学上和地理命名学上有着可信的对应性。波塞冬是一个狂暴之神的角色，水文名称特里同（Tritōn）和他联系在一起。它作为湖泊名称和河流名称都被发现了，一个湖位于利比亚，一条河从特尔福萨流出。在利比亚附近，特里同河指的就是拉同（Lathōn）或勒同（Lēton）河。阿卡狄亚的特尔福萨位于拉顿（Ladōn）河的河岸上。拉顿也是伊斯墨诺斯（Ismenos）河的别名，该河流经彼奥提亚的底比斯。在第二卷中，我列举了许多其他利比亚和这些彼奥提亚、阿卡狄亚的地区之间在神话学上和地理命名学上有着可信的对应例证。
(94)






Mαιάνδρος。
 一条卡里亚河流的希腊名称出现在了荷马史诗中。
(95)

 它因为曲折流动而著名，该河为我们提供了表示“蜿蜒而流”的拉丁语词汇和英语词汇。从语音上来看，该词词干似乎与μαι̑α（“老妇人、产婆”）和mai-有关联，后者构成了许多与分娩时身体反应有关的词汇的基础。既然古代人将子宫和情感联系在一起，那么后者可能构成了μαίνομαι（H）、μανιᾳ（H）以及直译词μαιμά̄ω（H）的词根要素。这个词根具有“盛怒”和“疯狂”等词义。波科尔尼、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想要在印欧语词群*men（“思想”）之内进行探讨，尽管尚特莱纳看到了词义上存在着一些差距。
(96)



该词的一个闪米特语词源非常有可能来自圣经希伯来语中，mē‛yîm，构成mə‛y，一般指“内脏、肠”。不过，在一些情况下，该词形指的是“子宫、生殖的源头”。它有时也作为比喻词使用，表示情感活动的场所；通常，mä‛at在希伯来语中表示同情，但在古兹语和其他埃塞俄比亚语中指的是“暴怒、生气”。
(97)

 这些词形，不管带不带复数词尾-ayim，似乎都能给那个希腊语词群的所有词提供一个看似真实的词源。不过，在后一种语言中，它的主导词义是女人。因此，当说话者说的意思是男人们拥有的唯一me‛ámaia时，有必要做出具体说明。可能需要说明的是，后缀-andros（“男人的”）可以与该词干连用。不管怎样，地理名称Maiandros/Meander（“细小的河流”）找到了一个看似真实的词源。首先，该词的类似词汇存在于埃及语中，qзb与义符[image: ]
 连写时，表示“肠”。该词的复数形式是qзbw，它和同样的义符连写时被作为“水路的蜿蜒”使用。第二个类似词是汉语中的gāng（“大肠”）和găng（“小湾或天然海港”），如Xiānggăng（“芳香的海港”），它以Hong Kong（香港）
*

 而被人熟知。




Παμίσσος。
 约翰·查德威克有说服力地将迈锡尼的河流名称卡米西欧（Qamisijo）与美塞尼亚的帕米索斯（Pamissos）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个名称指好几条小河。菲克仅仅指出帕米索斯起源于小亚细亚，却没有进行阐述。
(98)

 在埃及，尼罗河的较小支流被称为Pa-mw（“……之水”）。
(99)

 这两个词好像可以解释为Pa-mw与后缀-is（s）os的结合。在公元前14世纪写作qa的符号发pa的音，我已经在第九章中用了较长的篇幅进行了论证。
(100)






Πηνειóς、Φενεóς。
 这些湖名的起源，我在第九章中提及过，并且在第二卷中进行了探讨。
(101)






Στύξ。
 斯堤克斯（styx）不是一条人间的河流，而是一条冥界的河流。它明显与στυγέω（“憎恨、厌恶”）和στυγνóς（“憎恨的、黑暗的”）有关。波科尔尼、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都将它和在俄语中发现的斯拉夫语词根stygnuti（“寒冷的”）联系在一起。它们虽然在语言上说得通，但是语义联系不充分。虽然奥德修斯的冥府云雾重重，烟雾缭绕，但不存在着任何暗示，那里的人们感觉寒冷。
(102)

 埃及语stkn（“导致靠近，正式入会，带来厄运”）似乎更合适。




关于河流名称的总结。
 希腊的河流名称相对较少，并且其中占非常大的比重是有埃及语名称或闪米特语名称的。这种情况和英格兰的情况极为不同，在英格兰，大部分河流名称是凯尔特语或前凯尔特语，并且，在说英语的北美，很大一部分河流名称有美洲土著语言的词源。

虽然这个特别领域内的内容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确表明埃及和西闪米特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希腊。


 城市名称

相较于自然现象的名称，人类聚居地的名称一般但不总是更易于变化。所以，毋庸惊奇，相对少的城市名称可以追溯到一个印欧语下位层，尚且不论印度—赫梯语下位层。并且，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名称的词源可以合理地或者明显地追溯到亚非语。例如，在许多主要城市名称中可以发现一个特征，即它们显然带有复数后缀-ai或-oi。
(103)

 事实上，这一特征可以追溯到迦南语那里，表示“建造”的二元后缀-áyîm、-ê经常被用作表示城市。已故的赛勒斯·戈登证明，在青铜时代的迦南语中，城市的二元性是一个重要现象，并且，他看似合理地将这一二元性与一个城市由卫城和下城组成的二元本质联系在一起，这一特征可以在当时的东地中海世界中找到。因此，诸如Qiryåtayîm（“双城”）和Maḥănayîm（“双营”）反复在《圣经》中被证明
(104)

 ，它们将在下文讨论。希腊语对这一二元词义的转译明显是可以被证明的，前缀ʼAμϕι-（“二者都，二”）在城市名称中被频繁使用。
(105)






Aθη̑ν́ι。
 该地名不仅局限于阿提卡的首都；如第二卷所述，彼奥提亚和其他地区的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同样的名称。
(106)

 雅典将在最后一章进行充分讨论。




῎Aργος。
 该城市名称不是来自亚非语的借用词，而是对埃及语词汇的一个转译。如我在第一卷中所指出的那样，阿尔戈斯（argos）的字面意思指的是“明亮的白色”，而ἰnbḥd（“银墙”）则是经常表示孟菲斯的一个名称。
(107)






Δελϕοὶ。
 德尔斐和它的闪米特语词源*qw
 əlf已在上一章进行了探讨。
(108)






Δρερος。
 德勒洛斯城（Drēros）位于克里特岛极东部卡狄斯同（Qadiston）山坡上，卡狄斯同已在上文提到。因此，阿斯特提出，它极有可能有一个闪米特语词源。他指出，希伯来语词汇dərôr指的是“自由的”；并且，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拉尔萨（Larsa），有一个城市名为杜拉鲁（Durâru），即“自由之城”。还有一个城市，名为埃琉特尔奈（Eleuthernai），位于克里特岛西部。
(109)






ʽEρμιὼν、ʽEρμιóνη。
 该城市名称的词源可以追溯到迦南语地名赫尔蒙（Hermôn），见下一章。
(110)






Θέσπεια、Θίσβη。
 这两个彼奥提亚的城市名称来自胡里安的雷电之神忒速伯（Teššub），它们和忒速伯的希腊对应神赫拉克勒斯之间的联系，见第一卷中的讨论。
(111)






Θήβαι。
 斯特法努斯列举了九个底比斯城：它们分别位于色萨利、西里西亚、特洛亚德、米利都附近、阿提卡、安纳托利亚中部卡陶尼亚（Kataonia）、意大利和叙利亚。
(112)

 它的字面意思仅仅指“宫殿、君主的座位、首都”。当然，最为著名的是埃及和彼奥提亚的底比斯。在第二卷中，我论证该地名的词源来自两个埃及语词根tbi或dbt（“盒子、箱子”）与ḏbзt（“棺材、圣地”），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宫殿”的混合Ḏbз，其科普特语词形为Tbō（S）或Thbō（B），是主要城市Bḥd（t）的世俗名称，该城就是后来的埃德富（Edfu）。
(113)

 希克索斯王朝的都城阿瓦利斯无疑存在着一个宫殿，它被称为Ḏbз的可能性因该城的现代名称泰尔代巴而增加。如果希腊人称希克索斯时代的埃及首都阿瓦利斯为*Teba，这就能解释当第十八王朝胜利后将都城迁至南方，为什么他们仍然称它为“Thebai”，即便埃及人自身从未用过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个城市。

这种被希腊神话混淆的情况也发生在迦南人关于“方舟”意义上的têbåh的故事。阿斯特证明，因脱缰的小母牛的漫游而引起底比斯建城的传说与以色列方舟飘荡的故事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
(114)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写道，贝尔纳“不言而喻，假设Thebes（底比斯）这个名称和几乎没有被证实的希腊语名词thîbis（‘篮筐’）被视为同一词，在雅利安模式出现之前‘已被普遍接受’”
(115)

 。事实上，我的“假设”是词汇thîbis和地名Thēbai都直接或间接来自ḏbзt和dbt。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反对这一词源分析的主要理由是：该城市名称在B类线形文字写作Teqa。
(116)

 我在第五章中已经论证过，qa在迈锡尼时代晚期读作pa。
(117)

 不过，我已经承认这个情况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该城市名称的引入要早于pasiyarábasileus。
(118)






Kάρυα、Kαρυάτιδες、Kóρινθος。
 一个关于地理名称的广泛词群，包括Kάρια、Kάρυα、Kαρύαι、Γαρύαι、Kαριóτες、Kαρθαία、κóρτυςΓóρτυν以及Γορίτος这些变体。Karo、Keretewo和Korito等词汇被视为地名，由于可见于B类线形文字中，所以它们其中的一些至少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查德威克看似合理地将Korito视为古典时期的科林斯（Korinthos），虽然它指的不是科林斯地峡上的那个著名城市。
(119)

 这就增加了科林斯和优卑亚岛上的刻林斯（Kērinthos）来自齿音前鼻音异化的可能性。Athēnē、Anthēnē以及Didymos、Dindymos这些成对名称中存在着对应关系。
(120)

 因此，科林斯也可能属于卡里亚（Karia）词群。

据论证，卡里亚和卡鲁亚（Karua）不可能来自同一词根，因为在公元前2千纪不像在古典时代那样，希腊语/u/是一个后元音，不可能与元音/i/混同。
(121)

 不过，如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所注释的那样：“ῐ和u的混同不仅见于共同语κοινή中，也见于前希腊语词汇和名称。”
(122)



无疑，公元前2千纪期间迦南语中的/u/逐渐演变为/y/，表明它们的区别在这种语言里不明显。字首w>y的转变则是众所周知的。
(123)

 词汇中间的两个滑音或半元音的混同也是相当明显的。如保罗·茹翁（Paul Joüon）在他的权威希伯来语语法书中所写的那样：“ṷ和i̯这两个元音性辅音（vocalic consonants）是类似的，彼此之间很容易发生转换。”
(124)



对于这些地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将卡利阿斯（Karias）和卡里亚人联系在一起，这或许导致一个普遍的观念：在古典时期，存在着一个卡里亚“制海权”或海上帝国。公元前5世纪的卡里亚人从事实上否定了这一观点。
(125)

 此外，尽管修昔底徳记载，提洛岛存在卡里亚人的墓葬，但是没有考古材料证明他们在西爱琴海的踪迹。
(126)

 考虑到与希腊的距离，卡里亚在希腊神话中的地位相对不重要，并且没有哪个建城英雄被认为来自卡里亚。

另一个解释是卡利阿斯的许多居民可能是以一个名叫卡尔（Kar）的国王来起名字的。在这些名称中，最著名的是麦加拉的卫城，它的名字叫卡拉或卡利亚（Kar（i）a）。
(127)



稍微看似不可信的解释是，卡利埃（Karyai）的名字源于希腊语karya（“坚果树”）。的确，不少的希腊地名来自树木名称。但是，karya不能对其他变体拼写进行解释，也不能对这个名称的存在极为广泛进行解释，因为在地中海神话中坚果树非常不重要。

一个更为可能的词源是闪米特语qry，也写作qryt，在迦南语中指的是“城市”。该词似乎来自闪米特语词根qw/y
 ar（y），该词根在阿姆哈拉语和贡南—古拉格语得到证实，分别为qw
 äräqqw
 ärä（“建立一座城市”）和qw
 ə́rqw
 ə́r（“围栏、牧场上的栅栏”）。该词根最初的意思可能是“将两块木头栓扣在一起”，见（索多）古拉格语qə́räqärä（“用门闩锁上门”）。希伯来语中有词汇qôråh（“恰当的横梁”）、qåråh（“安放横梁”）和qîr（“墙”）。阿拉伯语中有qarra（qarartu或qariutu），指的是“定居、建立住宅”。由于带有发音如此复杂的词根，所以迦南语qryt有着广泛的发音也就不足惊奇了。在马所拉文本中，人们会发现qiryat、qeret和qarttåh。在七十士本中，城市通常被抄写为Kariat（h）或Karith。
(128)

 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这些腓尼基语名称进行转写时，几乎都会增添一个/a/作为字首元音。例如布匿语中，西班牙东南部有12个古代地名以Cart-，4个以Car-开头。

在东地中海带有这个词根（像其他许多词根一样）的地名经常会发现是成双的，原因已在本节开篇处解释过。一个西顿附近的城市在腓尼基语中大概名叫*Qrtm，它在亚述语中被转写为Qar-ti-im-me。
(129)

 《圣经》中提到，摩押王国的一个城市名叫基列亭（Qiryåtayîm），即七十士本中的卡里亚泰姆（Kariathaim），并且在拿弗他利（Napthali）的另一个城市也以加珥坦（Qarttån）之名为人所知。
(130)

 那个名叫Kortyn（科尔提那）和Gortyn（戈尔提那）的城市的名称可能源于Qrtym。在一些情况下，词尾-n、-ne或-na可能来自埃及—迦南语成对词：埃及语niwt（“城市”）在科普特语中写作ne，在亚述语文献中写作ni。
(131)

 这一成对词可以解释城市名称凯尔尼亚（Kerneia）、格兰尼亚（Gerenea）和卡洛涅（Korone）。这样的解释至少比那些认为它们来自geranos（“鹤”）或korōnē（“瀑布”）常见的词源解释看似更合理。

这些常见的城市名称的含义更应该是“市镇”，而非“卡里亚人”“坚果树”或“海鸟”，抛开这些内在的可能性不谈，有些证据将Kari/ya（t）和polis联系在一起。凯奥斯（Keos）岛上的主要城市要么被称为卡尔泰亚（Karthaia）——这个名称也出现在了迦太基人统治的西班牙——要么被称为波雷斯（Poleis）。如上所述，麦加拉的卫城也被称为卡里亚，雅典的文化圣殿
*

 只是被作为波利斯（Polis）提及。
(132)



词根Kari/yat有时也出现在希腊诸神的别名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两个城市——不是被称为卡利埃的城市——中，阿波罗被称为凯瑞阿塔斯（Kereatas）和科伦特奥斯（Koruntheos）。
(133)

 阿耳特弥斯被命名为卡利阿提斯（Karyatis），并且希罗多德提到，雅典的一个古老家族向宙斯·卡利俄斯（Karios）献祭。
(134)

 这些别名可能代表卡里亚人或者与词根Keras、Keratias（“有角的”）有关联。似乎同样甚或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与古代求神灵降世的词汇波利亚（Polia）、波利阿提斯（Poliatis）和波琉斯（Polieus）相类似，并且将它们理解为“关于城邦的”可能是最好的解释。

Kari/ya和Polis之间对应的最突出例证来自雅典。在厄瑞克透昂（Erekhtheon），即雅典城最神圣的神庙雅典娜·波利阿斯（Athena Polias）神庙西北边的门廊，六个女像柱（Karyatides）围绕着传说中国王凯克洛普斯（Kekrops）的墓。最早证实女像柱这一名称存在的是公元前1世纪维特鲁维斯（Vitruvius）的著作。考虑到这个地点的神圣性和雅典人的宗教保守主义，没有理由怀疑这些雕像的名称会像德尔斐类似雕像的名称一样，更为古老。
(135)

 她们是“坚果仙女”或者来自拉科尼亚地区卡利埃的阿耳特弥斯的女祭司们？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假设围绕着城市创建者的墓的雕像应该被称为孩子们［希腊语后缀-ides（“……的孩子”）来自埃及语di（“孩子”的词源分析已在第九章进行探讨］或者该城市的精灵。
(136)

 这样一来，Karyatides便完全适合身居雅典娜·波利阿斯神庙之中。




Λάρισσα。
 在第一卷中，我提到了“许多”拉里萨（Laris（s）ai）。
(137)

 斯特法努斯提到了十个。
(138)

 荷马使用表述语eribōlax（“土层深的、肥沃的”）来修饰其中的两个。斯特拉博主张所有的拉里萨都在淤积层土地上，这个观点被K．O.缪勒引用。
(139)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向这两位前人和我提出质疑，主张色萨利的拉里萨即克瑞马斯特（Kremaste）不符合这一说法，因为它位于“高高的山脊上”。
(140)

 不过，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记载，它“位于滨海地区”。
(141)

 几乎可以确定，它位于俯视一个滨海小平原的斜坡上。拉里萨是一个城市名称，因此与城墙和高地联系在一起，最显著的是阿尔戈斯的卫城，它控制着肥沃的阿尔戈斯平原。出于这一原因，而不是因为与山脉有任何联系，斯特法努斯写道，拉里萨最初的词义是“城堡”，和斯特拉博的判断联系在一起来看，这个词汇可能指的是一个俯视平坦肥沃平原的土丘。

根据碑铭材料，曼弗雷德·比塔克教授，即泰尔代巴的发掘者，他将名称R-зḥt（“进入肥沃土地的入口”）和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利斯等同。
(142)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没有从语音上对该词源分析提出质疑，不管怎样，它们都是很好的。R-发la-的音，已在第九章中进行探讨。
(143)

 作为词首发音或词中发音，/ḥ/在被翻译转写的过程中或公认的借用词汇中被丢掉，这是极为频繁的，并且，埃及语中的词尾-t在翻译到希腊语中时，经常被转写为-is（见irt/Iris、St/Isis）。

它们在语义上的匹配是显而易见的。R-зḥt作为希克索斯王朝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首都的名称极好地与阿尔戈斯的卫城拉里萨对应，阿尔戈斯这个达那俄斯（Danaos）的城市存在着一种与埃及普托斯（Aigyptos）相关的特有崇拜，并且俯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富饶的一片平原。
(144)

 这片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平原的北部地区，位于伊利斯和阿卡亚的边界之间，让帕萨尼亚斯想起了尼罗河三角洲，有一条名叫拉里索斯（Larisos）的河流从其间流过。
(145)

 根据色诺芬（Xenophon）的记载，位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爱奥尼亚的拉里萨也被称为埃及普提亚（Aigyptia）。
(146)



拉科尼亚南部古提昂（Gythion）附近，有一片滨海湿地平原，其上是神圣的拉里西昂山（Mount Larysion）。
(147)

 在克里特岛东部，后来被称为希拉普特那（Hieraptna）的城市叫拉里萨，控制着当地的拉里萨平原。
(148)

 根据拜占庭学者斯特法努斯的记载，拉里萨是戈尔提那的一个古名，戈尔提那的卫城位于克里特岛最大平原墨萨拉（Mesara）中部小山上。
(149)

 色萨利这个内陆的拉里萨是一大片湿地平原中心的要塞。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拉里塞（Larisai）也明显位于类似的地形里。
(150)



引人注目的是，考古发现显示，许多拉里萨所位于的地区在迈锡尼时代居住着稠密的人口。
(151)

 不过，传说证据仍然清晰可辨。该名称意为“进入肥沃土地的入口”，与色萨利中部佩纽斯（Peneus）河畔的拉里萨位置完全符合。




Mαντινέα。
 在世俗体中，mз‛除了有“正确、真相”等词义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词义即“地方”。从mз‛n（“……的地方”）里，人们可以发现科普特语中表示地名的前缀Man-。
(152)

 因此，似乎可以假设这样一个词汇mз‛n tзniwt，后来的拼写是Man tənéē（“市镇所在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门丁尼亚（Mantínea）最初的重音与-ne（“市镇”）的重读相对应。后来的重音反映了有倒退倾向的重音的标准形式，当时最初的埃及语发音丢掉了。

根据许多古代作家的记载，门丁尼亚周围地区有四个或五个市镇居住着人口。
(153)

 它们建立的同盟的中心，即后来的门丁尼亚城位于一个名叫Πτóλις（“城市”）的山丘上。
(154)

 由是，Mantineia/Ptolis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埃及语—希腊语成对词。不过，该埃及语地名的晚期词形（按照埃及语时间表计算），暗示它可能是在铁器时代早期被借用到了希腊语中，同一时代，许多埃及语地名在拉科尼亚被采用。
(155)






Mέγαρα。
 根据帕萨尼亚斯的暗示，常见的希腊语地名麦加拉（Megara）或麦亚拉（Meara）来自“洞穴、地下房间”意义上的词汇megara。
(156)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学者们将该词和希伯来语词汇mə‛åråh（“洞穴”）联系在一起。
(157)

 带有这一词义的西闪米特语词汇出现在了乌加里特语地名Mǵrt里。
(158)

 公元前2千纪中期，西闪米特语ǵain和‛ain混合。希腊语地名的变体拼写Megara和Meara，暗示前者传入时间在此之前，后者传入时间在此之后。
(159)

 另一个ǵ被转写为g的早期例证出现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Gazzeh的城市名称里，它在埃及语中为Gḏt，在希腊语中为Gaza（加沙），在较晚期的迦南语中却为Cazzah。希腊语名称麦加拉和加沙的这些早期年代与毕布勒和推罗的对应，在语音层面上表明在公元前1400年之前已经标准化。
(160)






Mέθανα、Mεθώνη、Mοθώνη。
 艾伦·埃劳德在一项卓越的研究中证明，斯特拉博对孟菲斯的阿庇斯神庙和赫淮斯托斯神庙在一个dromos举行的公牛角斗进行了描述，这种公牛角斗是埃及人的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甚至更早。它明显象征着荷鲁斯和塞特神之间冲突。
(161)

 Dromos很难被英语意译。它不仅指的是大道或跑道，也指剧场的圆形空间或表演区。表示这一斗牛地点被最早证实并且也是最常见的术语是mṯwn，因为它带的义符表示“公牛”或“土地”。
(162)

 Mṯwn很明显来自带有方位格前缀m-的词汇ṯwn［“（用角或牙）刺破，刺穿”］。

在荷马史诗中，μóθος指的是“公牛的喧闹声”，它的宾格形式是mothon。不过，根据里德尔和斯科特的研究，它“一般指动物之间的打斗”。1955年，斯特里克（B．H．Stricker）教授证明，早期的希腊戏剧与埃及仪式和戏剧传统有着引人注目的类似之处。
(163)

 来自希腊这一边的证据表明，不管是在埃及语中还是希腊语中，mṯwn的词义普遍由动物打斗延伸到了剧场。可能这一词义转变受到了迦南语mådôn（“争吵和竞争”）的影响，该词源于词根dyn（“裁判”）。在语音上和语义上，希腊语词汇和埃及语词汇都非常接近。希腊语词汇mothōn可以指“放荡的舞蹈、长笛曲调、假定的粗俗伙伴”。普鲁塔克记载，斯巴达人强迫希洛特人（Helots）喝酒，然后“命令他们表演低级荒谬的歌舞”。
(164)



Mṯwn是一个常见的埃及语地名，它可能保存在地名Me（i）dum之中。
(165)

 名称墨托奈（Mothōne）、迈托奈（Methōne）或迈塔那（Methana）在希腊出现的频率几乎相等。阿尔哥利德的迈塔那位于在一片壮观的海湾岸边，可以被视为一个剧场。色萨利的迈塔那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帕萨尼亚斯对美塞尼亚的墨托奈进行了如下描述：“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是因墨同（Mothon）岩而得名，并且当地的海港也得名于此：它在水面下延伸，为船只提供了一个狭长的入口，成为躲避深海波涛的庇护所。”
(166)

 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也可被视为一个剧场。尽管不同的词形拼写有区别，但是事实上阿尔哥利德崇拜的迈塔那出现在了墨托奈钱币上，而墨托奈信奉的阿耳特弥斯则出现在了迈塔那钱币上。这表明——至少是较晚时期——两地的公民们相信他们之间是有血脉渊源的。不过，最引人注目的钱币学证据来自墨托奈的一枚钱币。弗雷泽对它这样描述道：“墨托奈海港呈现出剧场的形状。”
(167)

 这一钱币使该名称在词义上和Mṯwn连接在一起。


Mυκη̑ναι。
 传统观点认为，这个青铜时代晚期的宏伟城市迈锡尼（Mycenae）的词源是mykos（“蘑菇”），它的引申义“球块”在今天仍然偶尔被使用。菲克仅仅写道，Mycenae与Mykalē和Mykalēssos是同一类词汇，他认为它们是卡里亚语。
(168)

 它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有联系，因为它们都是以亚非语方位格前缀m-为字首的。在19世纪90年代，玛斯—阿诺特提出了一个词源məkônåh，它是makôn（“地方、聚居地”）的阴性形式，在许多闪米特语中都得到了证实。
(169)

 更为可能的候选词源似乎是希伯来语中的mḫn和maḥăneh（“营地”）。不管是单数词形mḫnm还是双数词形maḥănayîm，它们都指（“双营”）。这一形式在乌加里特语和希伯来语中是一个常见的地名。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没有提到该词来自mykos的词源分析，并且也没有提出新的词源解释。他们只是对该词来自*maḫănayîm的观点提出了批驳。

但是，更为中肯的是贝尔纳未能——或者拒绝——注意到更为古老的词尾-ēnai/-ēnē（＜-ānai/-āna）是希腊语地名的再生因素。将词尾-ēnai/-ēnē与对应词尾-ānai/-ānā分开来对“迈锡尼”进行分析都是不可信的；-ānai/-ānā存在于诸如Messā́nā́“美塞尼”、Kurā́nā́（“昔兰尼”）等名称之中。
(170)



尽管我注意到了-ēnai等词尾，但是我不认为这些后缀可以与一个更大的希腊城市名称种类分开：如在本节开篇处所探讨的那样，它们以-ai或-oi结尾。那些名称中带有-ēnai的城市，不过是词干以-n结尾。名称*Maḫănayîm也符合这个城市的军事内涵。事实上，它位于阿尔戈斯平原之上或上方，阿尔戈斯平原上有更为古老的城市阿尔戈斯、梯林斯和勒那（Lerna），这就使得它在词义上极为吻合。这个词源在可信度上具有明显的竞争力，尤其是只有一个来自蘑菇的词源分析来竞争！




Πύλος。
 对派罗斯这个城市名称起源于埃及语pr或pr‛з的论证，已在第九章中做出。
(171)






Σικυών。
 相对于来自σικυών（“黄瓜地”）而言，西库昂（Sikyōn）更有可能来自迦南语*sikun（åh），它已在较晚期的希伯来语中得到证明，为“聚居地、住处”。尚特莱纳注释道，在σικυών中的ι和ε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并且其变体拼写σεκυών证明它是一个借用词。




Σπάρτα。
 名称斯巴达（Sparta）来自埃及语spзt（“行政区”），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探讨。




Tροιζήν。
 在第二十二章中，我将讨论名称特洛曾起源于Tзsзn（t），即上埃及后来的埃斯那（Esna）。
(172)






Ψωϕίς、Ψαϕίς。
 名为普索菲斯（Psōphis）的城市位于阿卡狄亚和扎金索斯岛。阿提卡也有一个名叫普萨菲斯（Psaphis）的地方。它们似乎来自同一个埃及语词源Pзsbt（y）（“城墙、城堡”）。这个词汇在这两个地方的语言里的发音尚不确定。该词汇在科普特语中得到证实为sobt，该名称带有一个冠词Psabet。
(173)




 结语

以上便是本章的所有小节内容，探讨城市名称的一节在众多或多或少来自亚非语的希腊语地理名称中仅举了一例，这些词源分析可能会被那些比我更专业和精深的东地中海语言研究专家取笑。不过，我相信这一选择足以表明诸多的语言宝藏仍有待于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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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


(156)
  Pausanias 9:8.1.斯特法努斯列举出该城市名称的七个例子。


(157)
  关于后世学者对这一关联的考查，参见Muss-Arnolt（1892，73）。


(158)
  参见V．Bérard（1902，1:193-4）。菲克宣称该词出现在安纳托利亚语中，意味着它是卡里亚语。他没有就该名称给出解释。参见Fick（1905，75）。


(159)
  Harris（1939，40-1）.


(160)
  参见Albright（1950，165-6）。


(161)
  Lloyd（1978）.


(162)
  关于该问题的探讨，参见Lloyd（1978，617）以及Griffiths（1975，47）。有时公牛似乎是朝另一些公牛跳去。这在美杜姆（Medum）很明显，一条绳从这个动物的前足绕到它的头上。格里菲斯将其解释为套索或缰绳。


(163)
  Stricker（1955）以及Altenmüller（1975b）。斯特里克强调情绪宣泄“净化”在这些戏剧表演中的核心地位。他没有探讨这一词汇没有印欧语词源分析，它本身可能源于埃及语，参见上文第十章，注释72
 —76
 。


(164)
  Plutarch，Lykurgos
 28:4，tr．Perrin，Plutarch’s Lives
 （1910，1:291）.


(165)
  Gauthier（1925-31，3:64）.对这个名字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第四王朝源于美杜姆本身的文献材料。参见Petrie（1892，pl.19）。


(166)
  Pausanias 4:35.1，tran．Levi（1971，2:187）.


(167)
  Frazer（1898，3:453）.


(168)
  Fick（1905，128，131）.


(169)
  Muss-Arnolt（1892，48）.


(170)
  Jasanoff and Nussbaum（1996，153）.


(171)
  本书第九章，注释135
 。


(172)
  本书第二十二章，注释216
 —228。［埃斯那（Esna），位于上埃及的尼罗河西岸，希腊人称之为“拉托波利斯”（Latopolis）或“勒托波利斯”（Letopolis）等，它是古埃及人信奉的主神之一奈斯女神的主要崇拜中心。——译者注］


(173)
  Gauthier（1925-31，5:23）andČerny（1976，352）.



第二十一章　斯巴达

多利亚人占有物产丰富的欧罗塔斯河河谷，并且为使自身的多利亚人血统保持纯正，避免被异族血统混杂，他们将所有土著居民贬低为臣仆……使多利亚人优越于其他族群的突出优势……我们谓之“品质”。在拉科尼亚，这种优势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因为这里的多利亚人显然是剩余下来的最纯正的多利亚人。

——J．B.伯里，《希腊史》（1900年）


 导语

在本章中，我将广泛地探讨被普遍认为是希腊城邦中最“雅利安”的城邦与亚非语之间存在的牢固联系。第一部分内容探讨斯巴达这个名称来自埃及语spзt（“诺姆、行政区”）和行政区首府。第二部分内容探讨埃及的豺神阿努比斯（“Spз的君主”），他是亡灵的引导者，在希腊神话中的对应神为赫尔墨斯。

本章将继续探讨拉孔（Lakōn）和拉西第梦等名称具有“号叫的动物、叮咬的动物”和“号叫、叮咬的魂魄”的含义，以及尖牙在斯巴达传说中的重要性。拉西第梦被解释为*Kз>
 Inpw［“卡（Ka）或阿努比斯神的魂魄”］的直译词，它在希腊语中转写为卡诺珀斯（Kanōpos）。随后，我将对赫尔墨斯这一名称起源于一个具有复杂词义的闪米特语词根√ḥrm进行简短的探究。

在对阿米克莱（Amyklai）当地的宗教崇拜进行专门探讨的一节内容里，我将论证，不是许阿铿提亚节从一个神话传说英雄许阿铿托斯那里获得了名称，而是恰恰相反。此外，我还论证，许阿铿提亚是对埃及关于死亡与重生的节日Wзg的一个词形*Wзg ntr（“神圣的Wзg”）的翻译，该词形是我假设的。随后，我探讨在这种情况下/з/未能发/r/或/l/的音的语言学证据的可能暗示，带有可能的埃及语词源的大部分拉科尼亚专门词汇需要更多的词形，这些词形是在晚期——有些可能晚至公元前800年前后的吕库古（Lykourgos）改革——被借用的。最后几节，探讨斯巴达可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死亡崇拜，而且斯巴达国王阿雷俄斯一世（Areios I）和犹太教大祭司奥尼阿斯（Onias）之间可能存在交往。


 斯巴达：*SPER和SPзT

奥古斯特·菲克没有为地理名称斯巴达提供词源，只是称它为“含糊的勒勒吉斯语”。
(1)

 该名称可以追溯到词根*sper（“播种”），它在希腊语中是一个非常具有构词能力的词根。因此，斯巴达的字面意思可能是“被播种的土地”。这一词源分析与卡德摩斯在底比斯播种龙牙长出Σπαρτοί（“武士”）的传说相吻合。印欧语言学专家认为这一词源解释不太可能符合事实，因此拒绝接受它。不过，在引申意义上，我相信这个说法是正确的。*per或*por（“分离、划分”）和*pir、*per（“使产生、结果实”）这两个相关词根，它们在所有的诺斯特拉语中都能找到。
(2)

 在亚非语中，许多动词都带有使役前缀s-。因此，例如在迦南语中，人们会发现《圣经》名称Sipråh是用来给一个产婆命名的，它指的是能够促成分娩的人。
(3)

 词汇sapar（“美丽的”）用于描绘新娘和果实累累的平原。希腊语词汇σπείρω（“播种”）、σπέρμα（“种子”）和σπóρα［“播种”（名词）］等，可能来自这一迦南语词根。如在赫尔曼·穆勒在1911年提出的那样，并且他的观点在最近又被卡尔顿·霍奇复兴，所谓的“s-mobile”在印欧语中——如同在亚非语中一样——更有可能通常是但不总是一个与词根连写的使役前缀。诺斯特拉语的情况也是这样。
(4)

 s-mobile可以解释一些英语词汇，诸如spill（“使跌落”）、split（“使破裂”）、stir（“转动”）和swirl（“旋转”）。
(5)



词根√pr和使役前缀s-都存在于埃及语中。埃及语中，有prt（“果实”）、prἰ（“走、出来、爆发”）、spr（“到达、抵达”）、spri（“驱逐”）。类似的有，pз（“飞翔”）与spзw（“使飞翔的鸟”）的对应。从语义起源层面考虑，类似于拉丁语pars/partis和separ-（“分离”）之间的关系，人们会发现埃及语spзt（“行政区、诺姆”）明显来自一个具有“部分、分组”词义的词汇。

不管spзt是否来自*s+pr，Spзt都是斯巴达最有可能的词源。许多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属地和它的首府或行政中心之间界限是很难区分的。在中国，xian既指县区又指县城。类似双重语义也出现在阿拉伯语medina身上。在埃及，Spзt是一个常见的地名，同时也是构成诺姆、行政区和市镇名称的要素。
(6)

 它也被埃及人带到海外使用。例如在第十二王朝，示剑（Shechem）地区或示剑城被命名为Spзt。
(7)

 市镇名称Qiryat Sêpêr在迦南语和埃及语中也可以指“行政区的市镇”，而非为七十士本所描写的“书吏居住的市镇”。约尔·阿尔贝特曼（Yoël Arbeitman）指出，qiryat像一样medinat有双重词义。
(8)

 上文提到的底比斯的spartoi只不过是从埃及语spзtyw（“诺姆的居民”）那里获得了他们的名称。生动的“播种龙牙的”传说，试图通过将这一名称和词根*sper联系在一起加以解释。

Spзt和Sardis

Spзt也有可能在安纳托利亚使用。波斯人对吕底亚首都——希腊人称之为撒尔迪斯（Sardis）——的称呼是Sparda或Saparda。第二个词汇或许最初的埃及语词汇更接近，它往往不接受字首双辅音。在阿拉姆语中，该城市被称为Sprd。吕底亚人自身将其写作Sfard或Suard，它们可能是希腊语撒尔迪斯的词源。
(9)

 由于埃及语和安纳托利亚语大体上在公元前2千纪期间或之前将它们的塞音中和化，所以将Spзt中的词尾-t与Sparda和Sfard中的-d等同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在《卡德摩斯字母》中，我论证，吕底亚语和伊特鲁里亚语的第八个字母发音为/f/，最初的发音可能是/w/或长音/ō/。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表示/p/。我也主张，吕底亚语拼写习惯是在青铜时代晚期确立的。
(10)

 这样一来，最初的*Spart，在此之前的吕底亚语中的发音为Sfard或Suard。
(11)

 这种情况将会变得更为可信，正如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撒尔迪斯和Sardinia（撒尔迪尼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这一假设有赖于关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撒尔迪尼亚的东地中海文化的证据来证明。
(12)

 此外，如果——如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那样——撒尔迪尼亚和海上民族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在埃及语里被称为šrdn，在阿卡德语里被称为Sirdanu，那么在这一民族于公元前14世纪第一次被提到之时，它们的名称中不可能出现唇音。
(13)

 这个šrdn民族来自撒尔迪斯，然后在撒尔迪尼亚殖民的观点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因为在海上民族当中没有提到任何吕底亚人。但是，一个很可信的情况是，Trš人，即特洛伊人/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吕底亚，并且加德纳和阿斯特为šrdn人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或者高加索山做了合理的论证。
(14)



即便没有这种联系，撒尔迪斯在青铜时代晚期也有可能发*Suard的音。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没有在赫梯语文献中找到，但是波斯语Sparda可能继承了更早的楔形文字拼写。此外，尽管该词的阿拉姆语书写可能读作Sfrd，但是这个词语似乎来自一个更早的词形Sprd。
(15)

 既然这样，来自Spзt的借用词汇不可能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期完成，/з/在这个时期一般都失去了它的清音音质。我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进行了论证，支持埃及语在这一时期对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影响。
(16)



存在着另外一个证明名称撒尔迪斯起源于Spзt的迹象是伊特鲁里亚语表示“城市”的词汇spur。我们知道，伊特鲁里亚借用了希腊语，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他们也借用了埃及语。这一借用可能发生在青铜时代的安纳托利亚和海上民族入侵期间的安纳托利亚，发生在铁器时代的意大利或前两个中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意大利或者这三个时代的意大利。另外两个来自非常不常见的伊特鲁里亚语的制度词汇显然来自埃及语。第一个是zil（“地方官员”），明显来自sr（“地方官员”），我们可以看似合理地为后者重构一个公元前2千纪的发音*sy（a）1。
(17)

 第二个是伊特鲁里亚语词汇mech，一个“政治或制度观念，可能指的是人民（populus）”，这是意大利伊特鲁里亚研究专家马西莫·帕洛蒂诺（Massimo Pallotino）的观点。
(18)

 Mech显然来自埃及语词汇mš（“军队、一帮工人”），该词后来演变为世俗体mšj和科普特语mēēše（“人民、大众、军队”）。mech的借用应该发生在很早的时候，因为按照惯例被转写为š的埃及语符号（N37）的最初发音是/ḫ/，但是在公元前3千纪里转变为了š。
(19)

 最后的齿音在spur里消失了，它在该词的埃及语变体spз中和吕底亚语以-sfar（l）为词尾的拼写中也同样消失了。这一发音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伊特鲁里亚字母u表示的是o，并且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之后，埃及语发音a经常转变为o。不过，在此之前，/з/几乎总是失去它的辅音音质。

尽管Spзt有着广泛的词义，并且它的可能派生词遍及整个地中海，但是它在拉科尼亚有可能更专门指斯巴达。


 阿努比斯、赫尔墨斯和斯巴达

像所有埃及神灵一样，阿努比斯也有许多别名，其中最为常见的是“Spз的君主”或Sepa，自古王国时期以来便被证明。
(20)

 20世纪初的埃及学专家赫尔曼·凯斯（Hermann Kees）看似合理地主张，Sepa与专有地名Spз或Sἰpt联结在一起，这个地点位于孟菲斯正北Tзrзw附近。它和表示水田的义符[image: ]
 连写，表示spзt（“诺姆”），这强烈地表明Spз/Sepa与Spзt存在着亲缘关系。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Sepa是否有一个词尾-t？
(21)

 据我所知，词尾-t仅在两个词形里显示了迹象。第一个是词形Spзti（?），可见于中王国时期开始之前不久的赫拉克列奥波里斯时代（Herakleopolitan period）的一块铭文里。
(22)

 第二个是词形Sipt，可见于第十二王朝以来的《阿美诺普术语辞典》（Onomastikon of Amenope
 ）。
(23)

 尽管在其他许多被证实的词形中缺少-t，根据经济原则，该语音可能包含在了义符里。Sepa和Spзt在被书写时都频繁地漏掉/з/，有时甚至漏掉/s/和/p/。考虑到可能存在着一个来自Spзt的词源，那么阿努比斯的一个假定称号——Spзt的君主，似乎是存在着的，如果获得有利证据的话。

在埃及宗教的双关语传统里，阿努比斯也和spз[image: ]
 ［“米利—蜈蚣”（milli-centipede）一种节肢虫］联系在一起，并且可能也和spз“放飞”联系在一起，可见于《金字塔铭文》，用以表示“送法老的灵魂升天”。
(24)

 在《棺材文书》中，人们会发现这样的声明，在蜈蚣日，“我是蜈蚣”。
(25)

 根据这一普遍的背景，Spз（t）有时被视为独立的神“昆虫的主人”。不过，在制作木乃伊的仪式里，它通常和阿努比斯联系在一起。
(26)

 另一方面，由井田和沟渠组成的spзt的义符与由行政区和水田组成的Spз（t）联系在一起，进而与奥西里斯联系在一起。因此，基斯（Kees）看到了Spз（t）、阿努比斯和奥西里斯之间的联系。
(27)



名称A-no-po、Ra-ke-da-no和Si-pa-ta-no出现在派罗斯出土的B类线形文字的文书中，这暗示着虽然没有得到任何证明，阿努比斯——埃及语中的＞
 Inpw——拉西第梦和可能的斯巴达人（Spaertan）是在青铜时代的美塞尼亚熟知的名称。
(28)

 在最近的2500年里，学者们对斯巴达人为什么被称为拉科尼亚人或拉西第梦人进行了多种推测。对这一问题进行考查，将有利于我们探讨普鲁塔克在他关于吕库古的传记中提到的关于斯巴达的古传故事：“男孩子们崇拜偷窃，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男孩子偷了一只小狐狸（σκύμνον，幼兽、崽畜），将它藏在他的外套里，就这样走开。他忍受着他的肠子被这只动物用牙齿和爪子撕咬和抓挠出来的痛苦，宁愿死掉也不愿意他的偷窃行为被人发觉。”
(29)

 这个故事含有极为丰富的神话元素。对待偷窃的态度表明存在着对赫尔墨斯即窃贼的保护神的信仰，他和斯巴达的特殊关系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内脏流了出来，也可能是对阿努比斯主持的木乃伊仪式的远距离反映。

“忍受着……流出”是对σπαρασσóμενος的翻译，该动词的被动分词形式是σπαράσσω。这个词形像speirō一样，可能来自一个由印欧语词根*par（“导致分裂”）和发音是/s/的使役前缀合成的词汇。波科尔尼引用了古冰岛语spior（“破布、穿破的衣服”）。
(30)

 Sparassō在语音上与Spз（t）相匹配，并在语义上也与阿努比斯和豺神吻合。根据里德尔和斯科特的观点，sparagma指的是“断片、破布或碎片”，但更特指“残缺不全的尸体”。
(31)

 根据他们的观点，sparassō指的是“撕扯，尤其是狗等食肉动物的撕咬”。他们进一步引用了一段话，其中讲到骨头露在了肉皮外面。

词根spar的这些内涵与名称Lakōn和Lakedaimōn最有可能的词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动词lakizō、laskō还有它们的词干lak-有广泛的词义，但集中在三个主题即号叫、撕咬和破裂的骨头上，这些与狗有联系的现象在古代都能很清楚地看到。因此，Lakōn可以被解释为“号叫者、撕咬者、啃咬骨头者”，而Lakedaimōn则可以被解释为“号叫的魂魄”。
(32)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对这个词源分析提出了三个反对意见。其一，他们声称，由动词和名词组成的复合词总是形容词。即便这个说法成立，已被证明的形容词lakedaimōnos和lakedaimōnios可能先于名词Lakedaimōn形成。与之类似，他们的第二个反对理由是-daimōn结尾的词必定是动词的宾格而非主格，这是另外一个错位准确的例子。如希腊语法权威H．W.史密斯（H．W．Smyth）所言：“希腊人并不认为在这些复合词中存在着任何实际的格关系（case relation），并且格关系只是一种纯逻辑的存在。”
(33)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第三个并且是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反对Lake-daimōn的这种划分。他们论证：“迈锡尼语中的人物名称ra-ke-da-no……几乎可以确定读作Laked-ānōr……表明对Lakedaímōn的正确划分是Laked-aimōn而非Lake-daímōn。”
(34)

 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没有意识到，作为这一假说的提出者，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赋予它了一个伪造的“科学”合法性。事实上，切梅林伊的这个解说被普遍认为是孤芳自赏。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做法明智，没有冒险提出自己的词源说明。但是，切梅林伊提出，被划分的第一部分最初是Laken-，而非Laked-。Laken-将与Lakōn即Laconian有亲缘关系。切梅林伊进一步提出Aimōn应该和Haimōnes联系在一起，斯特法努斯提到Haimōnes是生活在色萨利和希腊其他地方的一个族群。
(35)

 查德威克面对这一观点有些犹豫不决，而尚特莱纳称之为“巧妙”，但是对它保持怀疑。在提出他的假说之前，切梅林伊承认：“所有的解释者，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承认Λακε-δαίμων的划分。”
(36)



“阿努比斯的魂魄”

Lakedaimōn很可能是埃及语Kзἰnpw（“阿努比斯的魂魄”）即Kanōpos的一个希腊语—闪米特语（Hellenosemitic ）直译词。在托勒密时代，以Kanōpos或Kanobus命名的城市位于尼罗河最西端的Kanōpic支流河口附近。由于地名*Kз>
 Inpw在埃及语中没有得到证明，所以它通常被假定为起源于希腊语的名称——起源于神话传说中的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舵手卡诺普斯。它的转变历程和尼罗河的支流名称是非常复杂的研究对象。然而，加德纳令人信服地将托勒密时代的Kanōpic支流与拉美西斯王朝（Rammesid）提到的Kз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它与被地理学家兼天文学家的托勒密称为Agathodaimōn（“好兽灵”）的尼罗河西部支流相关，而没有将它与其他许多事物联系在一起。
(37)

 我相信，如果学者们不是像加德纳那样将相关的象形文字[image: ]
 读作Kз，而是读作Kзnṯr（“神圣的Ka”）——我倾向于这种读法——这一联系将会被加强。我相信，有理由将Agathodaimōn与Kз>
 Inpw和Kanōpos等同起来。在对兽灵概念的研究中，沃尔特·伯克特指出：“只有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兽灵才会出现在宗教崇拜里和圣像图里，即：作为好兽灵，Agathos Daimōn。在宴饮中，第一杯奠酒——是献给它的。”伯克特随后引用了费阿刻斯人（Phaeacians）向Argeïphontes（即赫尔墨斯）奠酒的故事。
(38)



出于以下原因，我相信，将Agathodaimōn和尼罗河的支流卡诺普斯河与阿努比斯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恰当的。首先，Kanōpos是后来才出现的名称；其次，该支流岸边的主要城市是赫尔墨波利斯即“赫尔墨斯城”，赫尔墨斯是透特和阿努比斯的希腊对应神。
(39)

 在埃及的宇宙起源论中，西方是死亡的方向；因此，将最西端的河流和阿努比斯联系起来是恰当的，阿努比斯引导亡灵进入来世。出于这些原因，除了这一名称在埃及语里很容易解释但在希腊语中令人费解的事实之外，显然非常难确定名称卡诺波斯/卡诺普斯是希腊语而非埃及语。

至少自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人赫卡泰奥斯（Hekataios of Miletos）时代以来，拉科尼亚地区阿米克莱人卡诺波斯便在传说中被视为墨涅拉俄斯的舵手。国王墨涅拉俄斯在埃及的卡诺普斯登陆，显然是因为卡诺波斯，因为他在这里被蛇杀伤并且被毒死。
(40)

 老人星（Canopus）应该是由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颗星星另外被称为船底座阿尔法（Alpha Carinae）。至少自托勒密时期起，这颗星星被描绘成南船星座（Argo）的领航者，南船星座和奥西里斯联系在一起，他是亡灵的主人。
(41)

 有趣的是，在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在卡诺普斯被作为一个带有人头的花瓶或船只加以崇拜。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的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主张，卡诺普斯著名的神谕所是普路托（Pluto）神谕所。
(42)

 一般情况下，卡诺普斯清楚地与与死亡的国度和领航到那里联系在一起，这恰恰与阿努比斯相关。
(43)



拉孔和拉西第梦与阿努比斯的进一步联系在于他作为亡灵的保护者和引导者的作用。根据许多神话作家的观点，拉西第梦是名为Tαΰγετος的宁芙的孩子。Tαΰγετος是位于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之间的山脉。
(44)

 关于泰格同（Taygeton）这个名称的最佳词源是埃及语Tз（w）igrt（“亡灵国度的土地”）。>
 Igrt（“大墓地”）带有一个表示山的义符[image: ]
 。Tз（w）igrt在《亡灵书》中得到证实，并且ἰgrt本身就是一个表示“大墓地”的标准术语。
(45)

 这一词源分析的语义吻合，不仅因为荒凉的山脉风景，并且也因为泰格图斯山的两个山峰从斯巴达的角度来看惊人地像金字塔这一事实，而变得更牢固。
(46)



此外，该地和死亡之间还有地点上的联系。泰格图斯山南端泰纳罗昂（Tαινάρον）海角的洞穴，一般被视为地狱的入口。
(47)

 这个海角的保护人是海神波塞冬，埃及赛斯的对应神。该洞穴有可怕的三头狗刻耳柏洛斯（Kerberos）看守，它不仅有阿努比斯的特征，并且也有其他埃及特征。
(48)

 这些洞穴的引导者是赫尔墨斯。
(49)

 因此，总而言之，豺狼和食腐犬科动物，连同阿努比斯Spз（t）和冥府一起，似乎提供了将斯巴达与拉西第梦和拉科尼亚联系在一起的主题。

Lakōn和阿努比斯之间的另一个可能关联是Lakōn的一个附属词义“掷骰子”。作为亡灵的引导者，阿努比斯在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棋盘游戏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其中的大部分游戏起源于努力发现死后灵魂的旅程是如何进行的尝试。很多碎片被弄成了狗头和其他犬科头部的形状。我们知道，公元前17世纪，这些游戏不仅在埃及而且也在喜克索斯人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受人喜爱。
(50)



这种关联的另一个迹象来自kuōn lakaina是一种知名的猎犬种类这一事实。一座公元前5世纪纪念拉孔的两个儿子阿波罗多罗斯和拉孔的纪念碑，其顶端雕刻的是一只狗的浮雕。
(51)

 狗与拉科尼亚和斯巴达之间的联系因一事实而加强，斯巴达的四个村庄之一最初组成城市被称为Kυνóσουρα（“狗尾巴”），并且它的居民被称为Kynosuris，即一个斯巴达猎犬品种的名称。
(52)

 斯廷法鲁斯将Kynosoura列为阿卡狄亚的一座山峰，称它的名字来自kynosouron，即赫尔墨斯的“狗、狗尾巴”。
(53)

 赫尔墨斯和狗联系在一起，进而和阿努比斯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联系又因为赫尔墨斯独具特色的帽子κυνέη（“狗皮帽”）而增强。

赫尔墨斯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赫尔墨斯。他是一个复合的神，有许多不同的属性和功能。
(54)

 在这问题上似乎有用的是对这个希腊神的名字进行探讨，该名称可能既不是印欧语也不是埃及语，而是闪米特语。

传统观点认为赫尔墨斯来自ἕρμα（H）（“石墩或路标”）。
(55)

 不过，herma本身没有确定的印欧语词源。更好的解释似乎是认为它起源于迦南语ḥērem（＜ḥarma）（“禁忌、被禁止的”），该词汇与石头和石墩有着诸多关联。如在其他文化里的情况，许多闪米特语族群的宗教认为神圣之物和卑鄙之物是一样的，即两者都被视作隔离之物，不可接触。这样一来，阿拉伯君主的妻子就生活在了内室，并且更重要的是，宗教地点和被诅咒的地点使用的是同一个词汇ḥērem即“禁令”。
(56)

 对这样的禁令应该接受的惩罚是石刑。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对部落神代表或者社区变得有意义了，石刑是一种公共惩罚。
(57)

 《约书亚记》（Book of Joshua
 ）第7章关注的是，耶和华（Yahveh）通过约书亚施于耶利哥（Jericho）的禁令。这项禁令最终遭到践踏，违犯者偷取被摧毁的城市里的财宝，从而遭遇了以下的命运：“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众人在他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
(58)

 赫尔墨斯和爱琴世界的这种惩罚形式之间可以被感知的关联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赞瑟斯的描述中发现。它讲道，赫尔墨斯作为百眼巨人阿尔戈斯的谋杀者被判处无罪之后，愤怒的诸神用石头砸他。
(59)

 这表明在西南亚和爱琴海世界都存在的石墩和作为惩罚的投石之间存在着联系。

这类的二合一现象可以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看到。根据穆斯林传说，麦加（Meccah）附近的村庄米那（Mina）或姆那（Muna）整年里被恶魔们投石攻击，只有集会（ḥaj）期间除外，在这一天，人们要举办神圣的集市。在这个村庄里，有三个小石柱，所有赶集的人（ḥajīj）的责任就是投石头。这些石头被包裹在神圣的外套即iḥram或ḥerem里。并且，在投石之后，朝圣者立刻脱下他们在ḥaram即麦加的圣地始终穿着的外套。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石墩和石柱在这里被视为边界的标志。
(60)

 因此，关于“神圣的石柱或石墩”意义上的herma，有可能存在着一个闪米特语词源，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印欧语替代词源。

Ḥarmåh（“避难所”）是一个迦南城市的名字。
(61)

 与之类似，阿尔玛（῞Aρμα）似乎是彼奥提亚防守严密的地点的名称。
(62)

 它也是阿提卡一段神圣悬崖的名称。
(63)

 据我所知，黎凡特不存在这类名称的山脉，但是黎巴嫩边境山脉的最高峰名为赫蒙山（Mount Hermôn），这一名称来自和迦南语常见后缀-on连写的同一词根。该名称确实表明它的神圣性。它作为边界的功能也被提到过。
(64)

 希腊存在着与其̔Ερμιών相同的地名，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找到̔Ερμιóνη。这些地名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哥利德的赫尔米昂（Hermione），这里坐落着古老而又重要的神庙。
(65)

 在阿尔戈斯人的赫尔米昂，埃雷图伊亚神庙被称为马塞斯（Masēs）。Pr mst（“分娩的房子”）——埃及学专家也知道它可以写作马米希（Mamissi）——是在较大神庙地界内建造的较小的礼拜堂的名称。它们在托勒密时代或罗马时代之后最经常被人知晓，但是最早被证实的是出现在第十八王朝。
(66)

 它与埃雷提伊亚分娩女神联系在一起，可靠地证明了这一词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探讨另外一个闪米特语动词词根√ḫrm（“刺穿、弄一个洞”）。从这一词根，我们可以发现如下词形，阿拉伯语中的taḫrima（“花边、开放作坊、精工制品”）和muḫarram（“在开放作坊里做的、精工制品”）。从这些词形那里，衍生出了法语和英语词汇macramé（“花边和蕾丝边”）。由于迦南语中/ḫ/和/ḥ/的合并，古老的ḫrm变成了ḥrm。这一转变可以在希伯来语《圣经》里找到证明，如ḥåram（“切开或刺穿鼻子”）和ḥērem（“网”）。在腓尼基语中，ḥrm指的是“织网者”。
(67)



尽管/ḫ/和/ḥ/之间存在着语音上的障碍，但是ḥrm和ḫrm可能最初便有关联。在被神占有、捉住或捆住的意义上的Ḥērem（“禁令”），很有可能来自一个更大的词根。类似的语义联系也可以在埃及语中找到，例如iзdt（“网”）和iзdt（“一大片土地”以及后来的“神圣的圈地”）。
(68)



不过，在考虑到词根√hrm在希腊语中的不同侧面时，它有助于我们区分这两个闪米特语词根。由ḥrm（“带小孔的网”）演变而来的hrm在迦南语中已经广泛存在，并且它在希腊语中也具有超强的构词能力。至少存在着三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ἕρμα（H）的另一个词义已被证实，即“耳环、环、鼻环或蛇型环”。

第二个分支是：῞αρμα（H）、ʽαρμή（5）、ʽαρμóς（5）都有“系绑、将……捆在一起”的意思。尚特莱纳指出，迈锡尼语amo、其双数词形amote和复数词形amota——像harma一样——指的不是“战车”而是“战车的部件”。它们需要组装或拼凑在一起。῞Aρμενα（H）是“一条船的装备”。ʽAρμóζω指的是“缠绕在一起、组装在一起”。然后引申出ʽαρμονία（H）：“加入木工行业和石匠行业”。Harmonia也在音节上吻合，但它的词义是“项链”。

第三个分支：基于horma-构成的词汇。ὅρμος（H）指的是“细绳、锁链、项链停泊链或停泊处”。从最后一个词义引申出一个词义“港口”。ʽOρμαθίζω（“连贯在一起”）作为比喻使用，指的是“推理”。Hormia指的是“钓鱼线”，hormiantonos和hormeutes指的是“渔夫”。

在完成对这一偏离主题的探讨之后，我认为赫尔墨斯这一名称最差强人意的首要词源来自“穿过、刺穿、连贯在一起”意义上的闪米特语词根ḥrm/ḫrm。在第十九章中，我讨论了他与行星水星的关系，他穿梭往复，引导灵魂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69)

 这个意义可见于ʽερμενεύς（5）（“解释者”）。这个词义有可能使来自希腊语—闪米特语混合词hermata（“作为边界标志的石墩或石柱”）的传统词源，和赫尔墨斯名称的另外一个词源一样成为中间词源。
(70)



赫尔墨斯似乎是希罗多德的神名列表中少数误差之一，在其中他没有将其从埃及诸神中剔除出去。
(71)

 赫尔墨斯的闪米特名称不能排除其许多属性的来源，它们被公认和透特、阿努比斯以及他与塞特之间不被承认的关联之间存在联系。

阿努比斯和犬科动物

重新回到阿努比斯这个主题上，我们能够注意到普鲁塔克在一个抽象层面写了一段话：

在奈芙蒂斯生下阿努比斯之后，伊希斯便将这个孩子视为己出。因为奈芙蒂斯处在地下，不能被看见，而伊希斯在地上，能够被看见。那个接触到这二者的圆环被称为地平线，这是她们两者共有的，他获得了阿努比斯的名称，被描绘成一个狗的形象，因为狗的眼睛在白天和夜晚都能看见东西。
(72)



这种双重性和媒介潜质被月亮分享，夜间，太阳到了地下之时，它是天上的光亮。

希腊神赫尔墨斯的另一个特征则不符合这一古代构想。我称之为奥西里斯构想：赫尔墨斯是放牧者淫欲旺盛的祖先。他是利姆诺斯岛一片葡萄园的保护者，在这个地方，他被称为卡德米洛斯（Kadimilos）——迦南语名称Kadmyc
 el（“El是古老者”）在《圣经》中得到证明。
(73)

 这一特征在阿提卡、阿卡狄亚以及爱琴海北部等与青铜时代具有明显连续性的地区尤为明显。这些特征中的一些可能来自与hermai和岩石崇拜的混淆。另外一些特征可能来自青铜时代中期土著居民。希罗多德认为：

这些习惯做法和我下文中将要探讨的其他习惯做法是当时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不过，希腊人制作带有勃起阴茎的赫尔墨斯雕像的风俗并非如此，它是希腊人从佩拉斯吉人那里学来的，然后由雅典人传播到希腊其余地区。
(74)



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这个印欧语土著族群的宗教信仰的一个遗存。不过，即便如此，它还受到了埃及和闪米特文化的一些影响。奥西里斯或塔木兹在希腊有许多名字。例如，狄奥尼索斯——这个名称被认为传到希腊的时间要晚于其他神名——尽管它在B类线形文字得到证明，表明它必定在公元前13世纪之前传到了希腊。

如在第十章和十八章所讲的那样，我倾向于认为潘和彭透斯（Pentheus）

是埃及语名称而巴库斯是表示“被哀悼者”的闪米特语名称。
(75)

 因此发现某些地区倾向于认为赫尔墨斯本质上是死亡和重生之神便不必惊奇，尤其是考虑到这一事实：透特和阿努比斯与亡灵审判密切相关，而奥西里斯崇拜是以亡灵审判为核心内容的。更重要的是，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在一些埃及神话谱系中Spз、阿努比斯和奥西里斯存在着关联。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回到了斯巴达和赫尔墨斯崇拜，在这个崇拜里，赫尔墨斯被视为死亡信使以及亡灵的保护者。法内尔称：“在拉科尼亚，对他的崇拜是既不突出也不重要。”
(76)

 普鲁塔克的记载中斯巴达人对窃贼的奇怪态度——赫尔墨斯是窃贼的保护神、狐狸的故事和泰那隆（Tainaron）冥府入口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表明赫尔墨斯的确重要。然而，在关于他的崇拜的中心存在着一个更明显的标志，法内尔完全忽视了它的意义。抱着婴儿狄奥尼索斯的赫尔墨斯雕像雕刻于古风时期，帕萨尼亚斯在中部斯巴达看见过它。
(77)

 它的中心地位远远超过了地理意义上的中心，在罗马时期，作为城市标志，这一形象经常出现在斯巴达的钱币上。
(78)

 帕萨尼亚斯称这个雕像为阿格莱俄斯（Agoraios）（“市场的”），但是这个名称——在所有地方中反商业的斯巴达——不太可能表示这个赫尔墨斯只与商业有关联。这一主题被5世纪希腊化的埃及人农诺斯（Nonnos）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明确解读：“因此，赫尔墨斯用他的手臂托着小兄弟，他刚出生，还没有来得及洗澡；很平静，也没有哭叫；这个小孩子长着一双美丽的角，像月亮。赫尔墨斯将他交给宙斯之子、葡萄种植者拉摩斯（Lamos）的女儿河仙女们照看。她们将巴库斯接进怀抱。”
(79)



赫尔墨斯托着狄奥尼索斯的同一主题也出现在一个来自坎帕尼亚（Campagnia）的陶瓶上和一枚来自阿卡狄亚地区菲奈乌斯（Pheneus）的钱币上。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献给普拉克西忒勒斯（Praxiteles）的著名雕像上，该雕像发现于奥林匹亚。
(80)

 这一形象保存到古代晚期，它从出现在安条克的一幅马赛克画中，小孩子形象的狄奥尼索斯带着一个光环。
(81)

 基督教传说的早期形式显示这个神圣的孩子坐在他的保护人的肩膀上，似乎和埃及装饰图案更接近——没有引起研究古典艺术的历史学家的注意。在其中，小孩子形象的奥西里斯被一个神背着上了天。
(82)

 这些装饰图案出现在第十九王朝的一片纸草文书上。由于小孩子奥西里斯的唯一男性引导者和保护者是阿努比斯，几乎可以确定这个被描绘的神就是阿努比斯。一个人或神带着小孩子形象的奥西里斯的主题也在晚期埃及尤其是塞斯王朝以来的雕像中普遍出现。
(83)



赫尔墨斯带着狄奥尼索斯找到神灵的保护，是在希腊艺术中被频繁表现的主题，但它是被变相表示出来的：赫尔墨斯·克里奥弗罗斯（Kriophoros）“带着一只公羊”。这一将羊扛在肩膀上或以其他方式携带的“好牧羊人”形象显然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然而，它在黎凡特和爱琴海——在那里，刚才提到的那尊来自阿卡狄亚的赫尔墨斯·克里奥弗罗斯小雕像，展示了它已经非常古老——作为艺术主题的意义，可以被更准确地确定。我们在迦南—希腊神话、《圣经》以撒的牺牲（Akedah）或“以撒的绑缚”（“binding of Isaac”）以及关于阿塔玛斯（Athamas）的神话中会发现，被献祭的小王子会被公羊或羊羔替代。
(84)

 奥西里斯在埃及和利比亚被等同于公羊或山羊的问题将在下文和狄奥尼索斯在希腊与这些动物的密切关系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的埃及艺术表现显示阿努比斯或其他任何神携带着等同于奥西里斯的门德斯（Mendesian）公羊或山羊。不过，例如，人类和公羊在一起被描绘成第十八王朝的蓝色彩陶圣甲虫，它带有几何陶风格，在斯巴达的阿耳特弥斯·奥尔提亚（Orthia）神殿中被发现。
(85)



从上文来自农诺斯的引语来看，婴儿狄厄尼索斯长着角。阿波罗多罗斯也有同样明确的描述：“但是，宙斯避开愤怒的赫拉，将狄奥尼索斯变成小孩子，赫尔墨斯带着他并将他交给仙女们。”
(86)

 这个主题也同样存在于埃及神话，小孩子形象的奥西里斯被带到天上。在后一种情况里，很明显像在基督教里的一样，小童神从死亡上升到不朽，对于各自的崇拜者来说代表着类似的上升。因此，阿努比斯的职责是指导崇拜者通过死亡到天界的福地。

阿米克莱和许阿铿托斯

在拉科尼亚最大的宗教中心阿米克莱，这一类型的绘画在阿波罗神庙中占据突出地位，该神庙于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修建。
(87)

 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观点，这些绘画中包含有许多场景，其中有“赫尔墨斯带着小狄奥尼索斯升天，雅典娜带着赫拉克勒斯前去与诸神永远生活在一起，珀琉斯将阿喀琉斯交由喀戎（Chiron）养育”。
(88)

 其他主题主要是英雄战胜怪物。

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阿米克莱的阿波罗崇拜，二是死去的神灵ʽϒάκινθος（许阿铿托斯）的身份，后者的坟墓位于神庙中心位置。在古代晚期，许阿铿托斯被认为是一位拉科尼亚青年，阿波罗爱上了他，并且失手杀了他。

对19世纪浪漫主义学者而言，这一崇拜象征着雅利安人和多利安人的征服。这是他们的神阿波罗对前希腊的和原始的许阿铿托斯的胜利，许阿铿托斯是一个植物的神秘而又幽暗的神灵，他完全与一潭死水的佩拉斯吉人相符合。
(89)

 最近的学术研究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许阿铿托斯不再被视为前希腊的神。对他的崇拜被认为开始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拉科尼亚。多利亚人从这个地方将他带到了克里特岛和其他多利亚岛屿。
(90)

 许阿铿托斯和阿波罗之间的明显区分也在这些岛屿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对阿波罗的崇拜被认为是一个强加于更早崇拜之上的铁器时代的崇拜。

保罗·卡特利奇将他对斯巴达的研究集中于阿米克莱的这一崇拜，他引用里斯·卡彭特的观点，同意“语言学上的跳房子游戏”的说法。卡特利奇说道，这是“阿斯特在1967年提出的最好例证……像跳房子游戏一样，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解释任何问题，并且也没有指引什么方向”
(91)

 。不幸的是，对于像卡特利奇博士这样的学者而言，这一考古学实证主义的污点并没有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幸运的是，其他学者并不是这么眼界狭隘，比如伯克特、威利茨（Willetts）、迪特里希、韦斯特都思考过阿米克莱这个名称和它的词源寓意。
(92)

 关键的证据是在塞浦路斯岛伊达里昂出土的双语碑铭，希腊语铭文记录它是献给A-po-lo-ni A-mu-ko-lo-i（Apollo Amyklos，即阿米克莱的阿波罗），腓尼基语铭文记录它是献给Rsp Mkl（Resheph Mikal，即雷舍夫·米卡尔。
*

 ）由于雷瑟夫通常被认为是与阿波罗对应的腓尼基神，因此塞浦路斯岛的这一崇拜和拉科尼亚的崇拜之间存在关联是毫无疑义的。

对法内尔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阿米克莱崇拜被“阿卡亚”移民从拉科尼亚带到了塞浦路斯岛。
(93)

 不过，伊达里昂的信仰者似乎不是希腊人而是腓尼基人。此外，巴勒斯坦地区的伯善（Beth Shean）在青铜时代晚期存在着一种迦南人的Mkl崇拜。
(94)



奥尔布赖特和阿斯特都已同意Mkl——可能发*Mukol或*Mukal的音——最初来自埃美萨尔语（Emesal）即苏美尔语方言女话，并且最后一个音节是gal（“大的”），它有规律地转写为西闪米特语的kal。例如，苏美尔语E gal（“大房子”）传入迦南语里变成了hêkål（“宫殿、神庙”）。奥尔布赖特提出Mukal起源于埃美萨尔语称号Umun-urugalla（“大城市的君主”），它是美索不达米亚神灵奈尔迦尔（Nergal）（“冥王”）的称号。
(95)

 阿斯特振振有词地论证，Mkl来自mu-gal（“大树”），该词被证明是一个神圣名称，并且可能出现在了阿卡德语常见名称中，即Mu-ka-láli。他也指出，恰好与拉科尼亚阿米克莱钱币上的图案相吻合，图案中的圣坛被描绘为一根柱子或倒置的树干，其底部即位于顶部的部分较细，带有一条手臂和一个戴有头盔的头像。
(96)



关于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所必然表明的是，至少在这种情况下，阿斯特“将我们带到了某个地方”。不过，卡特利奇博士可能非常讨厌他所确定的方位。阿斯特明确提出，名称（A）myklai与雷舍夫/阿波罗有关联，在某个阶段，一根柱子从黎凡特传播到了塞浦路斯岛和拉科尼亚，并且这个斯巴达城镇根据这一描述铸造了它的钱币。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在这个地点上存在着一个更早的阿波罗崇拜。不过，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从整体上探讨一下许阿铿托亚节。

许阿铿托亚节

许阿铿托亚节在春季举行。第一天，哀悼许阿铿托斯，然后进圣餐，没有面包或酒类。接下来的两天里，是欢快地庆祝胜利和重生，也可能对升天进行庆祝，许阿铿托斯通常和阿波罗一同升天。
(97)

 种子和农业是重要的主题。许阿铿托斯的年龄似乎不固定。有时，他是一位美少年，但是，如帕萨尼亚斯指出的那样，一个更为古老的雕像将他刻画为长有胡须的形象。
(98)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神童，即eniautos daimōn。在节庆上，人们要献祭山羊，它是节日的一个核心象征。在阿斯特提及的钱币上，有一只山羊紧挨着“树干”阿波罗。
(99)

 一只公鸡也被献祭，它是重生和阿波罗的替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象征，见第十九章的探讨。
(100)

 许阿铿托亚节当然和春花有关，尽管最初的“风信子花”可能是鸢尾花。
(101)



事实上，许阿铿托亚节与基督教的复活节有显著的相似之处。第一天庄重地哀悼年轻的神的死亡，这一仪式在东正教中发生变革，他们呼喊Khristos aneste
*

 （“基督升天了”），随后是普遍的欢喜。不过这一模式极为常见。例如，它与一些埃及节日吻合，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希斯穿着丧服痛哭，哀悼奥西里斯的死亡，随后是庆祝奥西里斯复活或其子荷鲁斯的胜利而狂欢。农诺斯举出了许阿铿托亚节和埃琉西斯秘仪之间明显的类似之处，埃琉西斯秘仪也是基于埃及奥西里斯节日形成的。农诺斯在两篇连续的诗歌中对这些仪式进行了描述。第二篇是采用阿米克莱诗体写成的：

阿波罗使长发的许阿铿托斯活了过来。

狄奥尼索斯使斯塔菲罗斯长生不老。
(102)



尽管他混淆了狂欢的斯塔菲罗斯“葡萄”和狄奥尼索斯本人，但是，Hyakinthos、Dionysos、Staphylos这三个人物极有可能被视为尼罗河泛滥之神和葡萄种植神奥西里斯的不同形象，这一问题已在第十八章探讨。
(103)



除了这个相关之处和以上提到的类似的崇拜仪式之外，许阿铿托亚节和埃及之间显然没有其他关联了。节庆中禁食的第一天被称为Koπίς。该词可能与词根kop-（“是疲惫的”）和kopeto-（“哭丧的吵闹声”）有关联。尽管“砍劈”意义上的希腊语词汇kop在印欧语中存在着一个很好的词源，但是它的另外一个词义在印欧语中找不到词源。似乎有可能将Kopis（禁食的一天）和埃及语gb（“缺乏、剥夺”）以及gby（“虚弱的、悲惨的”）联系在一起。在科普特语中，这些词汇的词形是jōb或čōb。

另一方面，如奥西里斯身边有他的姐妹兼妻子一样，许阿铿托斯身边有他的姐妹波吕珀亚（Polyboia）陪他升天。尽管它一般只是指富有的，但是“许多牲畜”这一名称表明，它与母牛神哈索尔有关联，哈索尔在卡诺普斯被等同于伊希斯——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104)

 所有这些内容——阿米克莱这个名称的含义、阿波罗的古老称号派昂来自他的对应神荷鲁斯的描述词Pзiwn（“支柱”）、对树干和山羊的崇拜、重生主题——将许阿铿托亚节和奥西里斯崇拜之间的关系拉得格外紧密，在奥西里斯崇拜中，奥西里斯被视为门德斯山羊和一根Ḏd，即被锯断的树。连同上文讨论的埃及宗教对斯巴达的影响的这一另外证据，显然表明许阿铿托亚节有可能是根据奥西里斯的一个节日尤其是尼罗河泛滥之初举行的大节日形成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可以将Hyakinthia追溯到*Wзg ntr（“神圣的Wзg”），并且不将许阿铿托斯本身视为一个神灵而只是视为这一节日的人格化。无疑，许阿铿托亚节的知名度要远远大于英雄许阿铿托斯。
(105)



考虑到对奥西里斯这个名字的强烈忌讳（上文已讨论），渴望找到一个替代名称便是可以理解的，并且Hyakinthia和*Wзg ntr之间的语义对应似乎十分吻合。语音的匹配也相对令人满意。
(106)

 送气音自动和υ连写。实际上，弗里斯克和尚特莱纳接受了他们前辈的观点，认为该名称最初的拼写是Fάκινθος。由于中和的塞音的存在，从/g/到/k/的转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许多类似情况已在第十章讨论，埃及语nṯr出现在希腊语中为-nthos。
(107)

 Kantharos和katharos源于kзnṯr，这一问题已在前一章探讨。这些名称与底比斯英雄Káanthos（卡安托斯）类似，他是另外一个奥西里斯式的人物，像许阿铿托斯一样，被阿波罗杀死。
(108)

 许阿铿托斯与风信子花之间的联系符合年轻英雄的共同模式，他们的鲜血流淌到一种灿烂无比却又会迅速凋谢的花里：阿多尼斯（Adonis）、阿提斯（Attis）、埃阿斯（Ajax），当然卡安托斯和许阿铿托斯也包括在内。
(109)




 “晚期”借用语和吕库古

Orgē和orgia是在青铜时代晚期从wзg借用到希腊语中的，当时/з/仍具有辅音值。*Wзg nṯr转写为Hyakinthos之时，/з/已经失去了辅音值，因此它是在相对晚期传入希腊语的。许阿铿托斯似乎和其他拉科尼亚名称类似，都是在如此“晚的时候”被借用的。Taygetos必定是在/з/元音化之后以及/r/处于某个位置之后，从Tзw igrt转写而来。不过，我们无法从中获知，这些词汇的传入是在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社会崩溃之前或之后发生的。

因此，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拉科尼亚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延续和变革这一问题。遵循自主发展的时尚偏爱，最近的观察者倾向于认为，宫殿时代（the palatial age）结束于内部叛乱而非外来侵略。
(110)

 这一观点与诸如这一时期向青铜时代回归等特征相符，并且做出了一个可能不全面的解释。
(111)

 尽管如此，如保罗·卡特利奇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有些特征不能单纯地通过本地反叛的假设加以解释。
(112)

 首先，在古代，人们普遍相信多利亚人伴随着赫拉克勒斯子嗣的回归从北方侵入。其次是多利亚诸部族的存在，这些多利亚人在历史时期相信他们自己来自希腊北部，并且所操语言显然曾经是希腊西北部的方言。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显然是，像其他如著名的罗马帝国晚期的入侵一样，外来的入侵者受到了贫民们相当大的支持，这些贫民饱受统治阶级文明的压迫。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存在入侵，但是考古发现证实，传统观点认为的赫拉克勒斯子嗣“回归”的时代存在着剧烈的变化。公元前12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拉科尼亚的人口急剧减少，尽管像阿米克莱等中心地点在这个时期事实上人口有所增加。公元前10世纪显然更加衰落，保罗·卡特利奇因此得出结论，多利亚人的入侵或渗透发生的时间明显晚于传统观念中的赫拉克勒斯子嗣回归，这个结论严重缺乏说服力。
(113)



如修昔底徳宣称的那样，其后的时代极不稳定。不过，根据传统史书的观点，这种局势被Λυκου̑ργος（吕库古）改变，他创立如此优越的制度以至斯巴达在数个世纪内不再遭受内部裂变。

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开篇处写道：“关于立法家吕库古，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说是不存在争议的。因为关于他的出身、游历、死亡，尤其是他作为立法家和政治家的事迹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记载。如果说史学家们存在着一致的意见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生活的年代。”
(114)

 根据批判的学术传统，一些现代学者完全拒绝了他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将他视为一个神。
(115)

 为了使他们的观点获得支撑，他们采用希罗多德记载的德尔斐神谕：

我不知道，宣布

你是人还是神——

但是我倾向于相信吕库古

你是一位神。
(116)



与吕库古相关的神话似乎没有任何问题。没有理由怀疑古代的结论：他是斯巴达王族欧罗庞提德家族成员，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初，游历极为广泛，并且引入了重要的制度改革。
(117)



拉科尼亚考古发现尤其没有对年表大事提供任何信息，因为公元前950年—公元前750年的陶器风格没有变化迹象可寻。不过，主要的变化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通过从希腊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和本地人口来判断，拉科尼亚的财富有了明显的增加。这些经济变化可以令人信服地和斯巴达开始对美塞尼亚进行蚕食联系在一起。
(118)

 似乎有可能将这些变化和制度变革联系在一起，因为古代传说将吕库古的生平置于这个时代。

传说声称吕库古游历广泛。普鲁塔克认为不能对所有说法表示认同，但是它相信这位立法家拜访过克里特、爱奥尼亚、亚洲和埃及。根据后来这位作家的观点，爱奥尼亚没有给吕库古留下什么印象。尽管假定是他引入了荷马史诗，因为它们具有道德教化价值，但是没有提到制度是他引入的。
(119)

 只有极少的学者质疑吕库古去过克里特的可能性，该岛紧邻斯巴达，并且被多利亚人控制。

从历史时期克里特岛和斯巴达的制度存在着诸多类似之处来看，他完全有可能将克里特岛的制度作为典范引入斯巴达。这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他把两者视为混合政体的最佳典范。
(120)

 亚里士多德将这两种受人青睐的希腊制度和迦太基的政治体制相提并论，因为它们有着显著的类似之处，罗伯特·德鲁斯（Robert Drews）已对此做了清楚的证明。
(121)

 鉴于这些制度早就出现在了黎凡特，并且普遍的文化流入出现在9世纪，克里特和斯巴达的制度必定是从腓尼基借用的，而非后者从前两者那里借用制度。因此，希腊城邦制度总体上来自腓尼基城市国家，明显与此时有密切的联系。
(122)



这些政治上的借用，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被视为推罗的鼎盛时期，繁荣富庶，声威煊赫。最近的考古研究成果倾向于证实荷马对这一时期腓尼基人控制着东地中海贸易的描述。
(123)

 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公元前9世纪的地层中发现了可观的腓尼基物品储藏，并且克里特岛“原始几何陶”和阿提卡中期几何陶（公元前850年）的风格创新都明显受到了黎凡特的影响。
(124)



克里特字母表和拉科尼亚字母表显然深受我在《卡德摩斯铭文》（Cadmean Letters
 ）中所称的腓尼基或铁器时代影响波的影响，它们对青铜时代希腊语字母表进行了巨大的改良。
(125)

 重要的制度词汇也发生了有趣的借用：例如用于表示“投票瓮”或斯巴达公共食堂的“碗”的词汇kaddikhos，几乎可以确定它来自晚期迦南语kad（“罐子”）。
(126)

 同样，leskhē（“休息室、议事厅”）明显与希伯来语liskåh（“与圣堂相连用于吃献祭食物的房间”）存在关联。
(127)

 在多利亚人、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中间，与在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躺在长榻上休息是自由人身份的象征。约翰·佩尔曼·布朗指出，波斯纳斯描述的一个绘有图案的leskhē，附带着一些神龛，献给了英雄卡德摩斯。
(128)

 不过，有趣的是，这些词汇中没有一个带有明显的闪米特语词根。它们最有可能的词源最终来自埃及语qd（“罐”）和*r-ski（“送终地点”）。
(129)



这就使我们回到了吕库古和埃及的关系上面。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都宣称埃及人相信吕库古在埃及学习过，并且将社会政治制度从这里带走了。普鲁塔克本人没有认同这一观点，但是他承认一些希腊史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
(130)

 并非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吕库古或者与他混同的其他整合资金在这个时期访问过埃及。没有任何航海困难阻碍他去往埃及，并且即便在第二十二王朝末第二十三王朝初埃及陷入分裂，按照希腊人的标准，它仍然极为富饶，并且拥有具有极高声望的2500年文明。事实上，考古学证据表明，斯巴达和埃及之间在8世纪早期存在着稳固的交往。许多埃及器物在斯巴达附近阿耳特弥斯·奥尔提亚神殿最下边的地层发现。此外，如彭德尔伯里（Pendlebury）所指出的那样：

除了这些器物之外，人们只能通过阅览任何早期斯巴达小雕像的作品来发现与埃及小雕像的明显类似性。这一类似性主要归因于一个假发帽的存在——或者它或许是某种头饰方式，头上戴了一个整体类似于埃及假发帽或条纹头布的装饰。

随后，这位谨慎的学者又对这一非正统发现继续评论道：“它的出现是埃及明显影响的结果还是纯粹的巧合？很难确定。”
(131)




 拉科尼亚术语中的埃及语？

在这种背景下，引人注目的是，如此多具体的斯巴达政治术语缺乏印欧语词源，而它们的词源却有可能追溯到埃及语那里：“战友”词义上的λóχος似乎来自埃及语rḫyt（“臣民、平民”），其古科普特语词形是lḫē。另外一个例词是ʼΩβά，即斯巴达人口的一个当地分支。Obazō指的是“将人口分配到奥拜（obai）”。这些斯巴达词汇的可能词源是埃及语wpi（“划分”）和名词wpwt（“家庭、人群、存货”）。Opa经常出现在B类线形文字中。查德威克将其翻译为“贡献（物）”。这一词义与wpi（“人口或物品的分配”）吻合。如第十九章所述，相关的埃及语动词ἰp（“计算”）连同介词/r/ἰp r（“对任务来说是详尽的”）为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解释的拉科尼亚语ἀπελλάζω（“集合”）和ἀπέλλαι（“集会，尤其是年轻人的集会”）提供了可能的词源。
(132)



斯巴达人在一起吃饭的公共食堂被称为ϕιδί̄τια。普鲁塔克认为该词来自philitia，因为它们有助于结成友谊。此外，它还认为该词也有可能是editia（“吃”）。
(133)

 该词的一个更有可能的词源是埃及语pḏt（“士兵的队伍”）。第一个音节明显是/i/，它在埃及语中始终没变，是长音和重音。它存在于名称Lapith（拉庇泰人）中，该名称来自R-pḏt，参见第九章。
(134)

 它也见于科普特语词形pite，该词是对埃及语pḏt（“鞠躬”）的转写，并且它似乎是该词根的构词基础。最后是斯巴达术语Eἵλωτες（5）（“helots”，即希洛特人）。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印欧语词根来解释这个著名的词汇。
(135)

 在这里，又存在着一个更为可能的埃及语词源*ḥryw tз（“生活在农村的人”），它可与已被证明的词形ḥrywš‛y（“居住在沙滩/沙洲的人，贝督因人”）比拟。这个词类似于《圣经》词汇‛ammê hå>
 åres̘［“生活土地上的族群（迦南人，他们居住在以色列人到来之前的土地上）”］。

没有任何语言学证据证明这些转写词汇从铁器时代开始出现。不过，可以假定另外两个理由。第一，这些词汇仅限于斯巴达使用。如果它们是在青铜时代传入的话，那么它们更有可能出现在其他地方。第二，存在着非常可靠的观点，认为至少吕库古的某些制度改革是效法了埃及制度。新的词形不是不加区别地引入的，并且多利亚人的部落传统也不容忽视。不能忽视对产生一个新国家的要求，尤其是需要维持数量庞大的希洛特人处于永久的臣服状态并能积极生产。
(136)

 表示类似制度的、带有印欧语词根的克里特名称的存在，表明斯巴达的统治者只是引入了高贵的埃及语名称，来取代普通的多利亚人使用甚或更为广泛使用的希腊语词形。考虑到铁器时代的克里特的保守性，这一解释似乎更有可能，相较而言，另一种可能性即克里特人将埃及制度与术语本土化的可能性就小了一些。

这一处理方式的另外一个例证，可见于斯巴达人的狄奥斯库里（the Dioskouroi）崇拜。沃尔特·伯克特似乎合理地发现了斯巴达人信仰的狄奥斯库里（宙斯的儿子们）与吠陀经书中与马有关的孪生兄弟Asvins类似。不过，他未能解释对两根横梁和横木的奇异崇拜以及它们在斯巴达的名称Tyndaridai或Tindaridai，即Tυνδάρεως（廷达瑞俄斯）的儿子们。
(137)

 它本身的交替拼写表明它是一个外来词。Tyndaridai的一个可能的词源是已被证实但难以理解的埃及语词汇ḏnh nḏrww。福克纳将它翻译为“翼肋（？）”。在科普特语中，ḏnh（tēnh、tenh or tnh）指的是“翅膀”，ḏrww指的是“侧翼、一扇肋骨”。加德纳在谈到ḏrww时写道：“由于该词的二元性经常被强调……在这些情况里，作者完全会从两方面对它进行考虑。”
(138)

 在更常见的词义中，Ḏrww被用于表示柜子和棺材的对边。它也具有建筑学含义，因为ḏri、ḏrw和ḏrwt都明显指的是“墙”。据我所知，埃及不存在相对应的宗教崇拜。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斯巴达人为一个本土的宗教崇拜提供了埃及名称和意象。

具体说来，斯巴达的统治者可能想要确保他们作为赫拉克勒斯子嗣的合法性。希罗多德认为赫拉克勒斯子嗣从起源上讲是埃及人，这是极不可能的：

希腊人的一般说法是，多利亚人的国王一直追溯到达那厄的儿子珀尔修斯（因此没有提到神），他们出现在了希腊人的列表里，并且将他们视为希腊人是不会错的，因为他们在这么早的时代都被列为希腊人，我说“一直追溯到珀尔修斯”是正确的，并且不能再向前追溯了，（原文如此）这是因为珀尔修斯的上面没有一个凡人的父亲的名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阿克利西俄斯（Acrisius）的女儿达那厄那里追溯的话，则可以看出多利亚人的酋长们是地道的埃及人。以上是希腊人的追溯斯巴达王室系谱的说法。但是，波斯人的说法是，珀尔修斯是被希腊人收养的亚述人，因此他的祖先不是希腊人。并且，阿克利西俄斯的祖先和珀尔修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而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实际上是埃及人。这些事情就说到这里为止了。埃及人是如何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使自身成为希腊部分土地上的国王，已经在其他作家们的编年史中有所提及。
(139)



波斯人的观点可能来自更早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记载，显然反映了一种信念，即希克索斯人比埃及人更接近于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斯巴达国王们对他们的希克索斯祖先的认同和他们声称是埃及的赫拉克勒斯子嗣，给予了多利亚人征服珀罗普斯王朝统治的阿卡亚人（the Pelopid Akhaians）以合法性。这一关于他们祖先的观点在公元前8世纪之后显然没有减弱，这可能是荷马史诗传入的结果。当时，斯巴达国王建了墨涅莱昂（Menelaion），献给那位伟大的珀罗普斯王朝的国王，它的形状像一座金字塔。因此，他们从两个起源上宣布了自己的合法性。
(140)

 与此类似的是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在巴尔莫拉（Balmoral）修建的城堡，这样做，便将斯图加特王室（the Stuarts）浪漫的高地传统并入了她自身汉诺威王室（House of Hanover）的传统中，后者打败了前者，并且没有放弃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或新教革命的遗产。
(141)



墨涅莱昂的建造又引导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斯巴达宗教在多利亚征服之后是否继续存在以及宗教地名引入的时间等问题上。关于阿米克莱存在着一种宗教信仰的物质材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并且该地名在荷马史诗中特别古老的《船表》（Catalogue of Ships
 ）中使用，这表明它在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之前便已叫这个名字。
(142)

 这个时间长度可以被阿米克莱的崇拜有可能延续到历史时期的事实加以证实。
(143)

 因此，尽管发生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剧变和改革，宗教似乎有可能基本上延续了下来。根据外地的传说、文献和材料来源判断，这里也可能发生了衰退和复兴。这些相对晚近的埃及语名称和腓尼基语名称如泰格同和阿米克莱可以被它们只是在公元前15世纪被借用的假设解释，虽然许阿铿提亚传入的时间较靠后。仍然有其他名称，著名的是斯巴达本身，它含有的/з/仍然具有辅音值，这些词汇可能更为古老。因此，赫尔墨斯—阿努比斯、狄奥尼索斯—奥西里斯和阿波罗—荷鲁斯等核心人物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之初。这三个人物的中心可能转变到了阿波罗身上，但是斯巴达与狗的关联一直持续到古代历史末期。
(144)

 在某种意义上，赫尔墨斯和阿努比斯之间的等同显然被保留了下来。


 斯巴达与死亡

至少从铁器时代起，斯巴达人便已开始将有残缺的婴儿丢弃在泰格图斯山脚下，并且相信泰那隆山洞是冥府的入口。纵使该名称的词源Tзigrt（“亡灵的国度”）或许已经被遗忘，但是这个山脉与死亡的联系仍然很牢固。
(145)

 一般而言，相比其他地区，拉科尼亚对死亡和通向永生的复活的关注更为显著。抛开三位一体的赫尔墨斯、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不谈，即便是狄奥斯库里崇拜中的孪生子的复杂组合，也具有必死的凡人和不朽的神灵二元共处的普通特征。
(146)



一个极有趣的话题是这一古老的关注是否影响到了斯巴达人中间的战士死亡崇拜。普鲁塔克的确记载吕库古简化了葬礼，并且禁止建造个人坟墓。
(147)

 另一方面，为国家自我牺牲的观念被极具热情地提升。如普鲁塔克对斯巴达歌谣的描写：“那些为斯巴达牺牲的人，会获得凡人最高的赞美，称他们获得了祝福和幸福；那些成为懦夫的人，会遭到谴责，他们的生活将变得痛苦和无助。”
(148)

 斯巴达人乐意在战斗中战死，这是众所周知之事。甚至连孩子们在阿耳特弥斯·奥尔提亚节上被鞭打至死也不会提出抗议。
(149)



死亡崇拜在拉科尼亚的中心地位并没有随着斯巴达独立的结束而终结。且不论它出现在了基督教中，死亡崇拜在泰格图斯山南端的玛尼（Mani）半岛被纯正地保存了下来。在这个地区，全希腊最精致和最美妙的哀歌继续被创作。在这里，这些哀歌的中心，乃至整个死亡观念的中心，是Xάρων的人物形象。
(150)

 在古典时期，卡戎（Charon）只是运送亡灵渡过斯提克斯河的船夫。
(151)

 不过，在伊特鲁里亚宗教中，卡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他是亡灵的引导者。一个作家称其为“冥界的墨丘利（Mercury）”
(152)

 。狄奥多罗斯相信，这个名称是埃及语。
(153)

 不过，没有哪个已知的埃及语名称或动词词根与之适合。约尔·阿尔贝特曼提供了一个更为可能的词源，它来自西闪米特神灵Ḥrn，在《圣经》中的发音为Ḥōrōn，以“地狱之主”而著名。这一名称明显与闪米特语词根ḫ（a）wr或ḥawr有关联，指的是“坟墓、坑、洞穴”。Kharōn（卡戎）中的/a/表明，它的借用发生在迦南语转变之前。
(154)

 在现代希腊，卡戎不仅指船夫，并且也碰巧和伊特鲁里亚宗教中的一样，指赫尔墨斯（亡灵的信使）和哈德斯（亡灵的统治者）。尽管有了这些调整，他的残存形象表明文化极具韧性，它至少经历了3500年。

回到斯巴达统治者与他们埃及或希克索斯的假定祖先之间的联系上面。例如，我们知道在公元前17世纪末或公元前16世纪初，他们中的一些或他们的顾问们感到有必要将对他们的民族神殿墨涅莱昂进行改造，改造成“一种小型的金字塔”。
(155)

 无法确定，这一建筑物仅仅是一种炫耀，或者是荷马史诗传说墨涅拉俄斯造访埃及导致的结果，抑或企图强调王族赫拉克勒斯子嗣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埃及祖先那里。
(156)

 关于斯巴达的阿蒙神庙，帕萨尼亚斯写道：“拉科尼亚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比其他希腊人更早向利比亚的神求神谕。阿蒙神在利比亚不及他在阿菲提斯（Aphytis）受到尊重。”
(157)

 帕萨尼亚斯提到的“从一开始”所指何意，已不可能确知。它可能指的是青铜时代，或者公元前8世纪之初的来库古时代，或者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的“金字塔时代”。不管怎样，它不太可能比公元前5世纪初品达写作他的《献给阿蒙神的圣诗》（Hymn to Ammon
 ）的时间还要晚许久。
(158)

 帕萨尼亚斯明确提到的唯一一条神谕与斯巴达将军莱山德（Lysander）有关，它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159)




 斯巴达人与犹太人

据说，在吕山德之后100年左右，斯巴达王国阿雷俄斯一世（Areios I，公元前309年—公元前265年）写了一封信：“大祭司奥尼阿斯（Onias）贵安！一份文献曝光，它显示斯巴达人和犹太人是同族人，我们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嗣。”这封信被马加比（Maccabbees）和约瑟夫斯引用。
(160)



这就立刻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信件的日期，另一个是它的真实性。斯巴达国王阿雷俄斯一世和大祭司奥尼阿斯处于同一时代，即公元前300年左右。阿雷俄斯二世早夭，未能继承王位。与此同时，奥尼阿斯二世或三世则继承了大祭司的职务。因此，遵循约瑟夫斯的年代显然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为约瑟夫斯将这封信的年代定位于后来的一位奥尼阿斯所处的时代。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相信《马加比一书》（I Maccabbees）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真实的，但是认为这封信是伪造之物。不过，他承认，它应该是在很早之前伪造的。它被伪造的日期必须能够解释紧随其后的两封信的存在，其中一封被他视为真作，它将犹太人称为“兄弟”。
(161)

 根据雅利安模式的思路，他自然将斯巴达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视为传说，“传说”只是“荒谬”的含蓄说法。
(162)

 在他收录的三封信的那一章里，莫米利亚诺没有提到爱德华·迈尔对这一主题的探讨。迈尔认为这封信是真实的，因为它相信这些“文字作品”（graphē）指的是阿布戴拉的赫卡泰奥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创作的作品。
(163)



如上所述，赫卡泰奥斯认为：

这个土地上的本地人猜想，除非他们驱逐了外国人（希克索斯人），否则他们的麻烦永远都得不到解决。因此，曾经这些外来者被驱逐出了这个国家，并且，如某人的建议，他们中间的最杰出的和最活跃的人被集中起来丢弃到希腊和其他某些地区的海岸上，在他们当中，教师是著名的人物，如达那俄斯和卡德摩斯。但是，更多的人被驱逐到了今天被称为犹地亚（Judea）的地方，它距离埃及不太远，当时一片荒凉。这次殖民活动是在一个叫摩西的人领导下进行的。
(164)



尽管这封信的措辞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可以被解释为双向翻译导致的结果，希腊语被翻译成希伯来语或阿拉姆语并且又被重新翻译回来，但迈尔认为这封斯巴达国王的信件是真实的。他的观点似乎可信。不过，仍未解决的问题是，这位国王是否相信赫卡泰奥斯，因为这样的观念在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之后非常流行，或者因为这样的观念与斯巴达国王们的自身传统相吻合。考虑到上述给出的信息，第二个因素必定发挥了作用。这封信的真实性以及斯巴达和犹太人在公元前2世纪之间的接触之间的真实性，被一个事实进一步证实：公元前2世纪60年代，声名狼藉的大祭司伊阿宋（即约书亚）在斯巴达寻求避难并死在了那样。

斯巴达的最后一个国王名叫那比斯（Nabis，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92年）。尽管他的名字不常见并且他进行了社会革命，但是他无疑是一位斯巴达人并且极有可能来自两个王族中的一个。不过，那比斯的确不是一个希腊语名称；不过，它可能来自迦南语nåbî>
 （“先知”）或埃及语neb（“君主”）。或者，它可能来自两者。
(165)



因此，从青铜时代至希腊化时代，人们会发现在斯巴达存在着大量的埃及和西闪米特文明的迹象，其中一个方面是语言。总而言之，这就是人们应该从希腊大陆最南端的国家那里所期望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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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雅典娜和雅典

不管是在宗教里，还是在神话里，雅典娜这个人物形象，似乎是文明开化的希腊政体的体现。雅典娜有时确实被等同于外国——埃及、亚洲、科尔基斯、伊比利亚——的女神，可能由于她们有着共同的贞女神和战神的特质；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对她的崇拜不像阿耳特弥斯或狄奥尼索斯，沾染了东方的和蛮族的观念，沾染了带有不洁象征主义或神秘色彩的过度狂欢……虽然存在着宗教上的亚历山德拉体的混淆，但是雅典娜的传统仍然是纯净的和清晰的。

——L．R.法内尔，1895年，第318页


 导语

Aθη̑ναι（雅典）和ʼAθηναία（雅典娜），这两个名称使富有好奇心的人们困扰了长达2000年。今天的主流学者们认为它们是属于前希腊语。更富有想象力或幻想的观察者们提出，这个名称是雅典娜的迦南对应神‛Anat（阿娜特）或者雅典娜的埃及对应神Nt或希腊语转写Nēit（奈斯）经过音位转换导致的。
(1)

 所有古代作家将雅典娜与奈斯女神等同起来。在本章里，我将尝试证明雅典和雅典娜这两个名称都起源于Ḥt-nṯr（nt）Nt，即女神奈斯的“神庙或城市”。在先前所有的著作中，我都提到过一个单一的起源Ḥt Nt，但是阿诺·埃格伯特博士（Dr．Arno Egberts）的批评（将在下文讨论），使我修正了这个观点。Ḥt Nt、Ḥt-nṯr Nt和Ḥt-nṯr nt Nt，这三个词形都已经得到证实。
(2)



Nt（奈斯）最初是埃及神还是利比亚神，学者对此有争论，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她本质上是埃及神。大约在第一王朝开始时，埃及人便在赛斯为奈斯建造了一座神庙。
(3)

 不过，至少从公元前3千纪中期的第五王朝开始，她在利比亚也受到人们的崇拜。2000年后，希罗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认为她起源于利比亚。
(4)

 她的崇拜中心位于下埃及的赛斯，尼罗河三角洲西端附近地区，这个地区在早王朝时期便受到利比亚文化的影响。希腊人相信雅典娜是来自利比亚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参见下文）。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希罗多德声称找到了女神起源于利比亚的痕迹。


 本章概要

这个概要仅仅是本章的一个提纲，忽略了其中探讨的许多主题。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奈斯崇拜和雅典娜崇拜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相似性。本章首先讨论的是盔甲对二者的重要性，及其神圣物的显著相似性：比如，奈斯的带箭盾牌和雅典娜的帕拉狄昂（Palladion）。庇西特拉图派一位相貌姣好的年轻女子，身着盔甲，乘坐战车，以到达他的政治目的，这与利比亚的（雅典娜）崇拜的宗教仪式完全一致。本章还将继续探讨纺织和纺织品以及呈献法衣在两种崇拜仪式中的重要意义。在其后的一节里，我将讨论在赛斯和雅典纪念女神奈斯/雅典娜的场面热烈节庆夜晚。

然后讨论雅典娜的仇恨、她与美杜莎（Medusa）或戈尔贡（Gorgon）的等同以及戈尔贡尼昂（Gorgoneion）即戈尔贡面具和公元前2千纪克诺索斯被埋葬的儿童尸骨之间的关联。在这部分内容里，我将探讨奈斯、雅典娜和残忍的黎凡特女神阿娜特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谈到闪米特人献祭头生子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于三个一神论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关键的象征意义，而且也让人考虑是否三位女神被用人牲献祭过。传说中女法老奈托克里斯（Nitokris）心怀狂热的自我牺牲精神，她可能是奈斯的替身形象，这个问题也有所涉及。同样，问题还有狄多（Dido）传说中的火葬代表着对塔尼特（Tanit）即阿娜特或奈斯的腓尼基对应神的燔祭。这些神话传说是否可以作为病原学（etiological）证据，证明迦南语族群中存在着“使儿女经火”的传统？

在新的一节里，我将探讨埃及祭司对狄奥多罗斯的声明，他认为雅典起初是埃及的殖民地。我总结这些观点有可取之处，雅典历史上早期的形象中有三个人——凯克洛普斯、厄瑞克透斯和佩忒斯（Petēs）——可能都有埃及语词源。从这些论述，我猜测在中王国时期，前希克索斯（pre-Hyksos）人曾在阿提卡定居过。

虽然后来的建设抹去了他们在雅典定居的考古学痕迹，在雅典的姐妹城市特洛曾，发现了古老而又奇异的“非希腊式”石柱。我使用“姐妹”这个词，不仅因为这两个城市之间存在紧密的神话中的联系，而且因为这个名称在埃及语中的词源是TзSn（即后来的埃斯那）。TзSn是上埃及奈斯女神的主要崇拜中心，其下埃及的主要崇拜中心是在赛斯。传说也证明，前希克索斯人在特洛曾有一个根据地，它和埃及有着密切的联系。

接下来的几节里，探讨的是一些与雅典境内的一些地名和其他一些与雅典娜崇拜有关的名称如帕特农、戈尔贡的埃及语词源。其中，还谈及了奈斯作为天空之神的身份、她的面纱云朵，以及雅典娜那双象征蓝天和她凶猛的性格的蓝色眼睛。

最后，我将讨论雅典娜这个名称的埃及语词源，因为它没有印欧语词源。在这个词源问题上，面对一些令人信服的批评，我更改了我的观点。先前，我认为这个名称起源于Ḥt Nt（“奈斯神庙”）和她的崇拜中心的宗教称号，它的世俗名称是赛斯。而我现在认为，这个名称起源于Ḥt nṯr（nt）Nt，这一点可以证实，因为Ḥt Nt可能有时是简写。作为本章的总结，我论证，任何语音匹配上存在的问题都可以被语义匹配克服，因为本章中列出的这两位女神和她们的城市之间有大量的对等性可以支撑语义上的对应性。


 甲胄和装备

希罗多德写道：“我认为，希腊人用‘羊皮盾’（aegis）装饰雅典娜的雕像，很明显，雅典娜这身服饰源于利比亚女装：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利比亚女装由皮革制成，带有皮革制成的流苏，而不是蛇。”
(5)

 “羊皮盾”的含义是“风暴云”，它将在下文讨论，这里我仅仅将它视为服装。在象形文字中似乎被写成（Aa20）这种符号的一种形式。其他形式带有流苏。
(6)

 加德纳认为这个符号是“未经分类”的，但是这两种形式都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一种带有肩章的外罩，要么是衣服，要么是甲胄，并且这两种词形都没有已知的义符。甲胄和衣服的区别也没有看起来那么明显。虽然青铜盔甲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地中海东部一带已存在，但是这里的大多数甲胄是用皮革制成的，或者是衣服外边套一层青铜锁子甲，或者是单纯的一层卷在一起的厚厚的亚麻布。流苏的使用则贯穿整个埃及历史。到第十八王朝之前，似乎具有音值‛pr的象形文字在使用时的含义是“呈献给神的一种流苏”。在托勒密王朝时期，[image: ]
 与表示“布”的义符连写时，表示“衣装”。

然而，‛pr拥有更为广泛的语义场。它的一般含义是“装备、配备、准备”。其复数形式‛prw的含义是装备——特别是船的装备，其引申义是“船员”。

象形文字符号[image: ]
 确实表示甲胄，这来自一个几乎相同的象形文字，它可见于克诺索斯书写板上的B类线形文字中，该词明显具有这个含义。
(7)

 这两种书写系统的对等性非常罕见。这种对等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种盔甲到达爱琴海时，当地文字已经形成。因此埃及语符号伴随着它所表示的实物传入了当地。而两个代表战车的符号之间的相似性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它们大约与锁子甲同一时间到达东地中海。
(8)



这个表示盔甲的爱琴时代符号的音值难以确定。词根hopl-可见于ὅπλον，更常见于复数形式ὅπλα（“重型武器、盔甲、船舶装备”）以及ὁπλίζω（“准备、装备”），它们都在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作品中得到证实，但是没有出现在B类线形文字里。从发音上来判断，这一词形是一个可能的备选词源。无论是否是这种情况，hopl-起源于‛pr似乎是合理的。如上所述，‛ain在埃及语和闪米特语中的发音通常是后元音/o/和/u/。
(9)

 因此暂且假设一个中期埃及语发音*‛όupl似乎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语音问题是希腊语字首h-引起的。这种转换很容易而且经常发生，我们在前面的几章里讨论过。标准的印欧语词源能够解释字首h-，但不能解释词尾辅音-l。根据这些解释，hopla起源于两个动词ἕπω和ἕπομαι中的一个。第一个词应该源于一个词根*sep，该词根可以在梵语sapati（“崇拜、照顾”）中证实。第二个词当然来自*sekw
 ，该词根可见于拉丁语sequor（“跟随、伴随”）。这两个词源，无论是语音还是语义的对等性都不及埃及语‛pr与hopla的对等性准确。

帕拉狄昂

关于两位女神的身份等同的更有力的证据，来自霍普洛特拉（hoplolatry），即武装盾牌崇拜。在埃及文化中最古老的崇拜象征之一是奈斯的标志。这个神圣物（fetish）立于柱子之上。最初，这个形象似乎是一种甲壳虫——Agrypnus notodonta。然而，这种甲壳虫形象很快就与椭圆形或沙漏形盾牌融合在一起，盾牌的各边向内弯曲，盾牌的外侧饰有交叉的弓箭。这一形象在随后的3000年里一直是Nēit的主要象征。
(10)

 许多这样的图案，出现在纪念第一王朝的第二法老、他的一位名叫NtḤtpw的王后以及另外一位名叫Mr Nt的王后或公主的石柱和纪念建筑上。
(11)

 这种类型的象征在古王国一直延续下来。但是，到赛斯王朝时期之前，盾牌的形状便随着军事活动发生了改变：盾牌变得更宽，边缘笔直，顶端呈弧形。经过这次调整，直到罗马时期，盾牌都一直代表着赛斯。
(12)

 然而，从根本上讲，它是奈斯女神自身的象征或神物。
(13)



1906年，珀西·纽伯瑞（Percy Newberry）指出，这一埃及的符号与弥诺斯时期的八字形盾本质上是一致的。
(14)

 这个极其普遍的克里特符号的许多表现形式表明这个盾牌应该由斑纹牛皮制成，非常接近早期埃及的盾牌。虽然这个符号明显具有宗教意义，并且出现的时间较早。发掘出克诺索斯的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指出：“在弥诺斯中期接近尾声的阶段之前，几乎没有发现这种盾牌的图形。”
(15)



弥诺斯中期III期的开端大约在公元前1730年，是修正的古代模式设想希克索斯侵略的日期。一个来自同一时期或稍后时期的紫水晶印章上，雕刻有一个八字形盾牌，其上放置着一个头盔。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形象是否表示一个人、一个神或者一个神的武器。
(16)

 一个更为晚近的但又更重要的证据是一块来自迈锡尼的石灰岩刻写板，上面刻画的是一个受到崇拜的神，立于一个八字形盾牌之后。虽然头像没有保留下来，但是白色的四肢可以表明它符合埃及的传统，是女性，即一个女神。马丁·尼尔松（Martin Nilsson）、H．L.洛里默（H．L．Lorimer）和其他学者果断地将这个“盾牌女神”与雅典娜以及她的象征物帕拉狄昂联系起来。
(17)

 这一实物的外观不能确定。阿波罗多罗斯这样描述：“高三肘尺，并立而站；右手高高举起一支矛，左手持卷线杆和纺锤。”
(18)

 一般认为它是木制的，洛里默女士根据她对一个陶瓶画的看法这样写道：“它很可能从八字形盾牌的形象演变而来，中间没有断裂，这个八字形盾牌如迈锡尼晚期希腊底时期III期（LHIII）的石灰岩刻写板上所描述的那样；由于需要将盾牌悬挂在原木或树桩上，并且甚至赋予后者某些人的特点，它应该不会难倒对原始几何图形的崇拜者。”
(19)



一些观点认为帕拉狄昂是从天上降落至位于特洛伊的雅典娜神庙里的，当时，神庙的屋顶还没有建成。在特洛伊战争以后，这座神庙被认为从特洛伊搬到了雅典，或者根据拉丁语作家的叙述，它被搬到了罗马。
(20)

 虽然帕拉狄昂与宙斯有某种关联，但古代和现代的作家认为，它象征着帕拉斯·雅典娜。它在雅典娜崇拜中处于核心地位，在雅典尤为如此。如尼尔松所说：“她的雕像，即帕拉狄昂位于内殿，如同一个象征确保这座城市
*

 幸存者的安全的信物。”
(21)

 通过弥诺斯时期的盾牌和迈锡尼的盾牌女神，阿瑟·埃文斯爵士将奈斯的象征符号与帕拉狄昂联系起来。据我所知，他是唯一这样做的学者。不过，他所建立的关联的每一个连接都得到了有关学者的支持。
(22)



身着戎装的美少女

埃及语地名‛Pr，很难找到其位置。亨利·戈捷（Henri Gauthier）认为，一种情况将它视为靠近孟菲斯的奥西里斯神殿，另一种情况将它完全视为虚幻。
(23)

 然而，公元前4世纪的《伊希斯和奈芙蒂斯的哀歌》（Lamentations of Isis and Nephthys
 ）中似乎使用这个地名指代赛斯城。
(24)

 希罗多德在描述一个利比亚部落的雅典娜崇拜时，使用hopla的一个派生词：

他们举行一年一度的节日纪念雅典娜，庆典上女孩子们分成两组并且互相打斗。在打斗开始之前，他们选出相貌最好的女孩，在公众面前穿戴上希腊盔甲（panoplie）和科林斯头盔，然后让她登上战车，载着她围池塘绕圈。我不能确定，在希腊人在他们邻近地区定居之前，他们是如何打扮这些女孩子的。她们穿戴的盔甲可能是埃及人打造的，我认为盾牌和头盔都是从埃及进入希腊的。
(25)



希罗多德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他认为宙斯盾（Aigis）这个名称起源于aix、aigos即“山羊”，因此也暗指皮革保护物。
(26)

 另一方面，‛pr/hopla和panoplia看起来指的是盔甲、保护板、锁子甲和带有里衬的亚麻布。早期来自宗教目的的形式流传下来可以解释引人注目的“亚麻护甲”，法老阿玛西斯将它送到位于罗得岛林多斯（Lindos）的雅典娜神庙。
(27)



阿玛西斯法老是第二十六王朝或者赛斯王朝的最后一位主要统治者。他的统治时间长久（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26年），在位期间，他对都城赛斯特别是奈斯神庙大兴土木。
(28)

 阿玛西斯和希腊雇佣兵、贸易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将他们集中安置在靠近赛斯的瑙克拉提斯（Naukratis）。此外，他对奈斯女神的敬仰也传到了希腊，他将亚麻护甲和两座雅典娜雕像送到林多斯的雅典娜神庙，据说这个神庙是达那俄斯本人效仿雅典建造的，雅典是最大的雅典娜崇拜中心。在6世纪中期，林多斯被克里奥布鲁斯（Kleobolos）统治，他是希腊“七贤”之一梭伦的一个朋友。像梭伦一样，克里奥布鲁斯被认为也曾在埃及学习过。
(29)



阿玛西斯在希腊的宗教活动不仅局限于对奈斯/雅典娜的崇拜。他还将他本人的雕像送到位于萨摩斯的赫拉神庙，但是希罗多德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阿玛西斯与萨摩斯的僭主波吕克拉底（Polykrates）是同盟者和朋友。阿玛西斯的两个著名的礼物似乎是一套亚麻护甲和一座奈斯/雅典娜镶金的雕像，前者献给了林多斯的雅典娜，后者送给了位于利比亚海岸的希腊殖民地昔兰尼。希罗多德认为昔兰尼是这个滨海地区的奈斯/雅典娜女神的崇拜中心。
(30)



阿玛西斯送出的另一件宗教物品没有到达目的地。它是一件送给斯巴达的亚麻护甲，在途中被萨摩斯海盗劫取。希罗多德这样描述：

这是由亚麻制成的，绣以金丝线和棉线，织物上有许多动物的图案。最引人入胜的是织物的每一根细线都由三百六十股拧成，每一股都清晰可辨。它和阿玛西斯呈献给林多斯的雅典娜神庙的护甲类似。
(31)



此类型的织物似乎与polymitos（“多股线织成的”）长袍类似，埃斯库罗斯在《乞援人》中描写，达那俄斯的埃及女儿们就是穿着这样的长袍。
(32)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如埃阿斯应该也穿着亚麻护甲。
(33)



无论阿玛西斯这些纺织物的确切性质如何，它们的纺织地点是毋庸置疑的。像雅典娜一样，奈斯女神被认为发明了纺织技艺。
(34)

 来自埃及和希腊的资料表明，那些隶属于赛斯的奈斯神庙的宗教工坊，生产出了许多用于宗教目的的精美织物。
(35)

 如19世纪古典主义者和埃及学专家D.马莱（D．Mallet）所指出的，这些纺织的衣物与πέπλος极为类似，πέπλος（“覆盖物、装备或服装”）是呈献给雅典娜女神的雕像的，这件衣物是由贵族家的女孩子在雅典娜女祭司的监督下历时九个月纺织而成。
(36)

 根据柏拉图和其他作家的观点，披风（peplos）
*

 色彩鲜亮，其上描绘了一些神话场景，尤其是雅典娜与阿斯泰里奥斯（Asterios）战斗并且取胜的场面，阿斯泰里奥斯在别的地方被称为弥诺陶（Minotaur）。
(37)



献给雅典娜一件带有刺绣的法衣，并且刺绣可能里含有金属线，这种观念明显远远早于6世纪。许多零散的描绘表明，女人们将多彩的布匹（至少曾经带有流苏）献给“女祭司或者女神的化身”。
(38)

 在《伊利亚特》中，特洛伊的王后赫卡柏（Hekabe）将刺绣精美的披风献给雅典娜，它“灿若星斗”，布料是由西顿的妇女们纺织而成。一位贵族出身的女祭司将其放置在女神雕塑的膝盖上。
(39)

 在意大利南部的弗兰卡维拉（Francavilla）发现的一座7世纪的女性或者女神的塑像，她的法衣上绣有五个场景，这座塑像很可能是献给雅典娜的。
(40)



如帕特农神庙檐壁浮雕（frieze）所描绘的那样，将披风献给女神是雅典人最重要的节日即泛雅典娜节的核心活动。在古典时期，这一四年一度的节日的形式是公元前566年改革的结果，改革可能是在庇西特拉图影响下进行的。关于他的影响有多大，学界存在争议，不过他的确提高了雅典娜崇拜的地位并且对它加以利用，他也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进行了相应的提升和利用。
(41)

 狄奥尼索斯在埃及的对等神奥西里斯，在赛斯受到崇拜。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希皮阿斯（Hippias）对雅典娜神庙进行扩建，并且从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开始，不断增建雅典娜的神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这种行为与阿玛西斯的财富、声望和推广奈斯/雅典娜崇拜有关。

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同时代性，这里有两个证据可以说明雅典娜崇拜起源于利比亚。对于这个时期的希腊人而言，利比亚指的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利比亚的所在地，但是也指整个非洲大陆。庇西特拉图发行的四边形钱币（Tetradrachms），首先显示的是雅典娜的头像，样子看起来像一个非洲黑人。
(42)

 正是这枚钱币启发我想到了《黑色雅典娜》这个书名。
(43)

 在希罗多德对庇西特拉图为获取僭主权力所使用的策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比亚的影响：

在派阿尼亚（Paeania）这个村庄，有一个美丽的妇人叫作费叶（Phye），大概身高六英尺，他们为她穿上一套盔甲，让她登上战车，然后教她摆出引人注目的姿态，他们便驾车进入雅典城。在雅典，信使们已经……奔走相告，催促大家欢迎庇西特拉图归来，因为女神雅典娜授予了他极大的荣誉并且送他回家。
(44)



这个街头表演与希罗多德对利比亚习俗的描述十分相似，（如上所述）他们给一个美丽的女孩穿戴盔甲并让她乘上战车，以代表雅典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事件也发生了。的确，希罗多德在一个世纪之后描述了这一利比亚宗教仪式，在这时，这一宗教仪式似乎受到了希腊的影响。然而，同样没有理由怀疑该宗教仪式是更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奥里克·贝茨（Oric Bates）很巧妙地确认利比亚“雅典娜”和奈斯之间的对等关系。
(45)

 此外，希罗多德描述进行雅典娜崇拜仪式的利比亚女人所用的ὀλολυγή（“吟诵”或“啼哭声”）这个词，与《伊利亚特》描绘向雅典娜祈祷的特洛伊妇女所用的词是同一个词汇。
(46)

 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利比亚对雅典的影响是通过昔兰尼的希腊殖民地传播的，但是我们知道雅典人没有参与这场昔兰尼殖民运动，所以这种可能性显然非常小。
(47)

 因此，要么是利比亚人和庇西特拉图有着一个共同的古老传统，要么是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人通过赛斯或瑙克拉提斯学到了利比亚人的奈斯崇拜，瑙克拉提斯是阿玛西斯授予希腊贸易商人以通商特权的港口。

一些学者主张，第一批带有“黑人”雅典娜肖像的阿提卡钱币的引入，与泛雅典娜节的改革有关。他们认为，这些钱币最初是用来奖赏给在泛雅典娜节比赛中的胜利者，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这两种革新确实是推广雅典娜崇拜的措施的一部分。
(48)

 同样，庇西特拉图的宗教活动也极有可能受到同一时期阿玛西斯的宗教仪式的影响。

衣服和云

奈斯女神除了与纺织有一般的关联之外，她还与披风有特殊联系。普鲁塔克摘录过赛斯神庙内奈斯雕像下端的题字，这段题字讲，她的披风从未被一个凡人撩起过。
(49)

 然而，两个世纪后，波罗克洛斯（Proklos）对同样的这段题字进行了翻译，使用的词汇是khitōn。根据赛斯时期的一份草纸记载，这两个同义词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
(50)

 马莱据此说明两种译法的差异。这份题字写道，文中提到的死去的人请求奈斯女神脱掉她的snḥw（“装束、衣服”），尽管她从未脱掉过她的qris（“衣服”）。
(51)

 qris这个词令人费解，但它似乎与qri（“风暴云”）有关。
(52)

 它完全与“宙斯盾”的含义对等。宙斯和雅典娜都有宙斯盾，并且它们都表示“衣服、风暴云”。埃斯库罗斯和其他作家使用这个意义的aegis和动词καταιγίζω，后者指的是“下倾盆大雨”。
(53)

 这个αἰγίς的双重含义或双关词义明显来自两个词源的合并：印欧语aix（“山羊或公羊”）和埃及语igp（“风暴云”或者作为一个动词“变成阴天”）。虽然这个埃及词汇的词尾-p，一直到科普特语khēpe那里还得到了保留，在被借用到希腊语里时，词尾-ps消失了，但是它们在语义上完全一致。
(54)

 这便将衣服或者面纱与奈斯女神作为上天之神和天气之神的职能联系起来，这些职能至少在后来成为她的崇拜的一部分内容。狄奥多罗斯认为雅典娜就是空气，巴比伦的狄奥根尼更加具体地指出雅典娜是以太（Ether）或上层空气。
(55)

 3世纪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说，根据俄耳甫斯（Orpheus）的观点，科瑞［（Korē）那位少女神］被描绘为织工，古人们说天空是一件披风和“天上的诸神穿的外衣”。
(56)



女神与云和天气之间的联系，使如下情况成为可能：对海神伊希斯的晚期崇拜（它吸收了奈斯女神的崇拜仪式）以及她的继承人航海神贞女玛里（Virgin Mary）起源于赛斯的奈斯崇拜。
(57)

 这种关联与雅典人在泛雅典娜节上，雅典人将peplos当作航海装备的行为完全吻合。Peplos被放置在一条带有轮子的船模型上，被送往卫城，船上载有一个男祭司和一群女祭司，穿戴着色彩华丽的衣服和花环。
(58)

 用船载着人运送圣物是埃及宗教仪式一个普遍的特征。
(59)

 这些甲衣、船以及船装备和船上人员的结合，也都出现在‛pr和hopla或英语词汇“equipment”（“装备”）和“outfit”（“配备”）的语义场里。Peplos可能起源于*pз‛pr，即“the‛pr”。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它源于印欧语词根*pl（“折叠”）的直译词形的词源分析将同样有可能是正确的。
(60)



如果古典时期的泛雅典娜节证明了埃及的影响，那么有多少影响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船表》是《伊利亚特》最古老的篇章之一，其中有两行文字明确地暗示，在雅典有一个纪念雅典娜的主要节日。
(61)

 怀疑者声称这些文字是衍文，但是他们未能证明他们的观点，这是他们所要履行的责任。
(62)

 并且，众所周知，雅典娜早期的雕像是穿着衣服的。因此，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但可能存在着一个古老仪式，与她的衣着有关。
(63)



考虑到雅典人的宗教传统主义声誉以及雅典城的文化连续性没有被“黑暗年代”打断，所以泛雅典娜节似乎真的非常古老。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庇西特拉图和他的朋友不太可能将如此多的崇拜仪式的革新引入这样一个保守社会。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根据古典模式的观点，他们可能从埃及引入新的仪式。因为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
 ）中描述，在尼罗河流域，雅典人古代习俗被很好地保留下来，甚至超过它在希腊本地保留的程度。
(64)



在希腊化时代，泛雅典娜节无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它的设立是起因于雅典娜和赫淮斯托斯，或者忒修斯，或者这三个人/神。
(65)

 节日的主题是雅典娜与提坦神即巨人神阿斯特里俄斯进行战斗并最终取胜，这表明它与后者的关联更大。神话作家们将阿斯特里俄斯与克里特和弥诺陶联系在一起。因此，如J．A.戴维森（J．A．Davison）所说，这一“政治”主题也可能是忒修斯取得的功绩，即使雅典从克里特统治下独立出来。
(66)



确实，如前所述，泛雅典娜节和雅典娜崇拜仪式其他方面的改革的动力可能来自崇拜奈斯的赛斯城的声望和阿玛西斯的推动。因此，埃及元素可能在那个时期已经引入。不过，接受传统的观点更加明智，并且可以推测公元前6世纪的主要变革是引入了体育和音乐的比赛。在这个解释中，雅典人似乎效法了奥林匹亚赛会和新近创立的皮提亚赛会、地峡赛会和尼米亚赛会的模式，并且可能将泛雅典娜节从一年一度改为四年一度。然而，希奥尔希奥·德·桑蒂利亚纳（Georgio de Santillana）提出，奥林匹克赛会四年举办一次的制度可能来自埃及历法tetraeteris（四年历）。
(67)

 我们知道，公元前7世纪，伊利斯的公民们就如何正确组织奥林匹克赛会的问题，请教过法老普撒美提库斯（Psametikhos）。
(68)

 无论怎样，这种解释说明，古老的特征准确说来大部分是埃及元素：peplos、用“船”运输、灯火通明的通宵庆典和盔甲上的“火舞”（详见下文）。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期。与带有里衬的盔甲联系起来，这些古老的特征似乎可以将奈斯和雅典娜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联系可能追溯到青铜时代。

灯火节

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泛雅典娜节的另一个特征也类似于赛斯的奈斯崇拜仪式。

在赛斯，献祭的夜晚，每个人都会在房子周围开放的空地点起很多灯火。他们用的灯是盛满油和盐的平盘，里面的灯芯可以燃烧整个晚上。这个节日称为灯火节（λυχνοκαίη），即使不能参加献祭，埃及人也会点起灯来以纪念这个献祭之夜，所以在那个晚上，不仅是赛斯，整个国家都点燃灯火。
(69)



虽然这种类型的节日不止一个，而且日期也不同，但是埃及语文本和希腊语译本的文字均可以证实这种夜晚节庆的性质。
(70)

 艾伦·埃劳德在他对希罗多德《历史》中这一卷的注疏中认为扁平的盘灯（fat dish lamp）是加德纳所采用的符号（R7）。这个问题明显很复杂，因为这个符号并非表示一个盘子，而且加德纳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香碗，烟从中冉冉升起。
(71)



虽然希腊语词汇lykhnos（“火炬、灯”）与印欧语词根*leuk（“光”）很相似，但它至少被埃及语rqh（“灯、点火的节日”）“污染”了。这个埃及语词汇后来在科普特语中被写成rkh、rōkh或lōkh，至少当希腊词lykhnos被用来描述赛斯的节日时，这个埃及语词汇的写法就是这样的。
(72)



艾伦·埃劳德写道，在埃及发现的希腊时期的赤陶小雕像，表现的人物形象是雅典娜/奈斯，她们手持火炬，这些小雕像“完全是非希腊的”。
(73)

 不过，许多与雅典娜有关的希腊宗教仪式都涉及夜晚使用的火炬。泛雅典娜节似乎是一个通宵庆典拉开序幕的，在这个庆典上，手持火炬跑步的人比赛着去点燃女神圣坛中的火焰。
(74)

 在马拉松和科林斯都有类似的火炬赛跑，以示对雅典娜的敬仰。在埃琉西斯和其他地方，灯火整夜燃烧并有人值守。
(75)

 希腊语中还有Πυρριχίσται这个词，“火舞者们（fre-dancing men）穿着盔甲跳舞，如雅典卫城的浮雕所描绘的那样”。
(76)

 因此，这些节日再一次强调了盔甲是奈斯崇拜和雅典娜崇拜中一个普遍特征，他们的舞蹈似乎成为纪念雅典娜打败提坦神阿斯特里俄斯的庆祝方式。柏拉图也提到过，这个主题编绣在了Peplos之上。
(77)




 雅典娜和她的受害者们

阿斯特里俄斯不仅与克里特有关联，而且也明显具有神性，他与宙斯有关联，被认为与弥诺陶是同一个人。他可能也与阿斯塔尔（‛Astar）有关，阿斯塔尔是闪米特所信仰的金星之神，他被认为是一颗晨星。阿斯塔尔的一个著名的女性对等神是阿斯塔尔忒，即爱与美之神，她似乎是一位代表黄昏之星的神。
(78)

 这种双关含义能够解释另外一个希腊传说，“女王”美杜莎或者戈尔贡（Gorgon）是雅典娜的受害者，因此雅典娜获得了一个别称戈尔戈弗娜（Gorgophona），即“杀死戈尔贡的人”。如同她所青睐的珀尔修斯（Perseus）一样，雅典娜也用戈尔贡的头作为武器，并吸收了它的可怕力量。她把这个怪物的面孔镶嵌到她的盔甲上，这个做法可以追溯到荷马时期，甚至更古远。
(79)



虽然许多19世纪的古典学家热衷于否认血统纯正的、“理性的”雅典娜和野蛮的戈尔贡之间的基本联系，然而她们之间确实有着许多共同点。
(80)

 因此，这个混合问题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了。像这位女神一样，美杜莎是利比亚的女王。雅典娜的成对神帕拉斯（Pallas）也是利比亚的女王，而且她被认为是雅典娜杀死的。根据一些传说，雅典娜随后从帕拉斯那里获得帕拉狄昂的象征符号。
(81)



儿童们的尸骨

1978年的发现为雅典娜和盾牌女神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在克诺索斯王宫外部的一个房间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陶瓮，盛有小孩的尸骨。时间不是十分确定，彼得·沃伦（Peter Warren）认为这些陶瓮属于陶器时期弥诺斯中期III期，即公元前1730年—公元前1675年。
(82)

 C.朗布鲁—菲利普森（C．Lambrou-Phillipson）认为它们属于弥诺斯晚期，即公元前1675年之后。
(83)

 小孩的尸骨令人生畏，上面刻有刀的印记，即与烹饪锅有关的印记。这让彼得·沃伦认为这里发生过儿童献祭和吃食儿童的行为。在同一个房间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白色的皂石甲壳虫，属于第二中间期，这说明克诺索斯与埃及多少有些联系。
(84)

 在尸骨周围没有发现宗教肖像，但是发现一个微型双耳椭圆罐（amphora），它与宗教崇拜有些关联，并且装饰有多个八字盾牌的图案。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特殊的罐子上面装饰着三种基本图案。第一个是一个戈尔贡尼昂，即戈尔贡的面孔/面具，在它的顶端是一束头发；第二个是同样的形状，但是没有面孔，可能表示头颅的背面；第三个是八字盾牌。
(85)

 这个陶瓮说明，在青铜时期，雅典娜与美杜莎被视为同一的，从而推翻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们认为两者是分离的观点，他们希望保持雅典娜“血统纯正和理性的”形象。
(86)

 从迦南文化获得的证据，似乎说明发束是用来抓住和连接头颅的。
(87)

 然而，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说法，在阿卡狄亚的特盖亚（Tegea），用戈尔贡的一绺头发来保护整个城市。弗雷泽对这一段文字进行了探讨，他利用类比法指出，这一绺头发被认为可以带来雷电，因此宙斯盾可以被视为一朵风暴云。
(88)



克诺索斯遗址的发现证明——与许多希腊神一样，如著名的阿耳忒弥斯、波塞冬和狄奥尼索斯——雅典娜与人类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儿童、献祭有关联，并且这些实践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
(89)

 希腊化时代的一个故事讲述，女孩子们从雅典卫城上跳下去，这种行为的背景是非常可疑的宗教仪式。在12世纪进行写作的策策斯（Tzetzes）认为，洛克里斯（Lokrian）的女孩被送到特洛伊的海滩上，以补偿对特洛伊城的雅典娜神庙的亵渎；在这里，她们被杀死，并且她们的尸骨被通过特殊方式焚烧，以表示献祭。
(90)

 赫洛提亚节（Hellotia）的起源可以通过一个传说加以解释，在这个传说中，一个少女在科林斯的雅典娜神庙中被烧死。
(91)

 向雅典娜献祭人牲，可以在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斯找到明显的证据。大多数权威学者认为这种献祭起源于一个迈锡尼时代的礼拜仪式。
(92)



阿娜特

另一个可能性是塞浦路斯岛的这种崇拜仪式与雅典娜的迦南对应神阿娜特的崇拜仪式有关，阿娜特一定是“雅典娜”，迦南人每一年要用一个处女献给这位女神。阿娜特是西闪米特异常嗜血的女战神。她的名字在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开始的阿摩利语以及来自马里的文本中找到。
(93)

 然而，她并没有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埃卜拉的诸神谱系（panthea）中。
(94)

 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努力寻找来自闪米特语词根‛yn（“春天”）、‛ny（“屈服”）、‛nh（“回答”）和‛nn（“云”）的词源解释以及来自一个猜测的词根*‛nt（“预兆、时间”）的词源解释，但鲜有成功。
(95)

 考虑到阿娜特传播到希腊的时间较晚以及她被崇拜的地域范围，雅典娜这个名称更有可能起源于奈斯。从发音上看，阿娜特这个名称字首的‛ayin存在着疑难。在诸闪米特语言中，许多‛ain弱化为>
 aleph，尽管相反的转变不太常见。在埃及语中，>
 aleph在书写时常常不被标出，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96)

 此外，如果我们认同最新的相关研究——从阿娜特来看，阿娜特的西腓尼基文化中的对应神塔尼特（TNT）的名称起源于阿娜特——那么字首‛ayin在西腓尼基语中已经消失或从未出现。
(97)

 在后来的元音化词形Tinnit或Tannit中可以找到第二个音素/i/，这个发音不是后来形成的，而是最初具有的，这种可能性就使得阿娜特与奈斯的对等性得到了增强。
(98)

 然而，戈登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该神的黎凡特称呼的发音是‛Anat（i），尽管通过音位变换，它的发音有可能*‛Anait。
(99)



阿娜特这个名称有可能起源于奈斯，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这位闪米特女神在埃及作为‛-n-ta或‛A-na-ta受到崇拜的事实而降低。没有理由认为她不应该重新传入埃及，特别是因为对她的崇拜总是与闪米特语族群相关联。这个名称第一次被证实是在希克索斯时期，那时，希克索斯的重要领袖被称为‛AnatḤr。
(100)

 接下来，在第十九王朝出现对‛-n-ta的崇拜，这一崇拜在某些方面有意识地基于希克索斯传统构建的。
(101)

 再后来，在第二十六王朝即赛斯王朝时期，“犹太人”安置在埃勒芬丁
*

 ，这些殖民者将他们的女神称为阿娜特。奈斯崇拜是这个城市的官方崇拜。

不论这两个名称是否相关联，在两位女神之间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性。她们既是强大而残忍的战士，又具有温柔慈爱的秉性。两位神都被赋予了可以恢复的童贞。并且两位女神都带有弓箭，参加狩猎；像奈斯和她的象征物秃鹫一样，阿娜特被认为等同于一只猛禽，即鹰。此外，两位女神都与天空有关。
(102)



考虑到上面提到的奈斯和雅典娜之间的关联，人们可能也希望找到雅典娜与阿娜特之间的类似之处。然而，有趣的是，西奥多·加斯特更倾向于承认这位黎凡特女神和阿耳特弥斯之间的相似性。
(103)

 F．O.维德伯格—汉森（F．O．Hvidberg-Hansen）曾论证说明，雅典娜与阿娜特有许多相似的性格特点。然而，其他女神却没有这些相似特点，如这位黎凡特女神与大山和sparagmos（肢解并吃掉年轻的男性牺牲的宗教仪式）有关联。
(104)

 此外，如维德伯格—汉森指出的那样，阿娜特、她的西腓尼基对应神塔尼特和阿耳特弥斯的确被共同献祭。
(105)

 然而，这个证据并不能排除阿娜特与雅典娜存在着密切关联。这两位希腊女神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类似之处，没有理由说她们不能都与阿娜特有关联。事实上，阿娜特和阿耳特弥斯之间的对等性没有被直接证明，这位闪米特女神和雅典娜之间的对等性却存在着直接证据。1世纪比布罗斯思想家斐洛利用了很多早期材料——其中包括青铜时代的材料——证明两者是同一个人物。
(106)

 在科林斯，一则晚期资料证明，雅典娜是一个腓尼基女神，一个祭品与她有关。
(107)

 在拉皮索斯（Lapithos）和伊达里昂的塞浦路斯崇拜中，当地的一位女神被当作腓尼基的阿娜特和希腊的雅典娜来崇拜。
(108)

 因此公元前1千纪，在塞浦路斯这个保留了众多爱琴时代青铜文化的海岛，这两位女神明显被认为是同一个神。这个证据显然表明这一关联要比塔尼特和阿耳特弥斯之间的关联更加古老。

奈斯—雅典娜—阿娜特三人之间的一致性，能够解释克诺索斯王宫里令人生畏的发现。虽然在雅典娜和阿娜特之间没有直接的对等性，但是阿娜特联合她的兄长巴力与一个水怪进行战斗，强烈地暗示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间接的对等性。丰滕罗斯指出，雅典娜和珀尔修斯之间的合作与阿娜特和巴力之间合作存在着诸多类似之处。希腊的雅典娜与珀尔修斯合作，与海怪战斗，正在今天的巴勒斯坦海岸附近；但是，他们也同利比亚的戈尔贡即美杜莎战斗，并最终将其杀死。丰滕罗斯也证明，在不同版本的迦南神话中，阿娜特也出现双方的战斗中。
(109)



如上所述的那样，美杜莎既是雅典娜的受害者，又是她的替身；雅典娜将美杜莎的头或面孔置于她的盔甲上以获得它的恐怖力量。虽然古典时代的人们强烈地认为雅典娜将她的受害者剥了皮，但是，戈尔贡尼昂广口陶瓮（the gorgoneion pithos）上所刻画的图形是头颅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表明这个女神被认为悬挂所有受害者的头颅。
(110)

 在这个希腊神话的早期版本中，描绘的不是一个头。传说中，有三个凶恶的戈尔贡，只有其中的一个被砍了头。在赫西俄德的《赫拉克勒斯的盾牌》（The Shield of Herakles
 ）（真实性受到怀疑）中，也存在几行令人好奇的句子。它们涉及对珀尔修斯装备的描写，弗雷泽将其翻译为：

可怕的怪物戈尔贡的头缚在背后，

装着它的皮囊（Kibisis）系在身上。
(111)



Kιβίσις通常被翻译成“口袋”或者“行囊”，但是只用于与珀尔修斯有关的神话。莱维认为它起源于迦南语qibus̩（“收集、集会”，从现代以色列语而得之），其含义是“花冠、头上的毛发”，这可以解释它的包围和包裹的特性。无论是否是这种情况，广口陶瓮上的图案与乌加里特语的诗句可以呼应：

阿娜特猛烈地投入战斗

她将两个城市的孩子剁成碎片

她脚下的头颅像滚球，

她头顶上的手掌像蝗虫……

头颅被悬在背后，

手掌被系在腰上。
(112)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也是阿娜特和印度女神迦梨（Kali）
*

 。这种关系和它的性质同样可能晦涩不清。
(113)

 阿娜特和雅典娜之间的类似特征也可以使大家对被雅典娜杀死的阿斯特里俄斯有些许了解。在乌加里特史诗《巴力和阿娜特》（Ba‛al and ‛Anat
 ）中，在巴力被死神莫特（Mot）杀死后，阿塔尔（‛Aṯtar）被认为篡夺了巴力的王位。阿塔尔后来因为能力不足而放弃对大地的统治。
(114)

 但他对巴力的憎恨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他被阿娜特杀死，但是这通常是巴力的敌人的命运。

路西法·阿斯塔尔忒

威廉·奥尔布赖特描述了巴力和篡权者即晨星之间的冲突，并将此冲突与《以赛亚书》中引用的迦南神话联系起来。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Shahar）阿，你何竟从天坠落。

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kokabê El）以上。
(115)



这当然可以与撒旦的传说联系起来，撒旦的另一个名字是路西法［（Lucifer）即光明使者］或晨星，他是一个篡权并且随后又堕落的天使。
(116)

 这些神话最详尽的说明来自《以诺书》（Book of Enoch
 ），该书虽然写于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但其中明显包括了非常古老的元素。此书的篇章中，堕落的觊觎者、天使或星星与母牛交配，因此他们自身通常与公牛有关联。
(117)



与性、美丽、牲畜和星星的关联明显是近东神话中非常古老和基本的元素。在埃及，女神哈索尔身上融合了所有这些元素。奥尔布赖特曾尝试将哈索尔的名字与阿塔尔和阿斯塔尔特联系起来。
(118)

 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被证实属于公元前3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不过，它们在迦南文化中具有更邪恶的内涵意义。这些传说讲述，美丽但却致命的女神伊斯塔尔（Istar），她象征着金星，被英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拒绝，因为她杀死并吃掉她以前的爱人。一怒之下，她说服她身为神灵的父母，创造出一个巨大无比的神牛，吉尔伽美什和他的伙伴恩奇都（Enkidu）与神牛搏斗，最终杀掉了它。
(119)

 希腊神话讲述了帕西法厄（Pasiphai）“光照万物”，与一只公牛交媾，生下来弥诺陶/阿斯特里俄斯。这个星象上的公牛和它的埃及起源牛头神蒙特（Mont）将在后面论述。忒修斯和阿里阿德涅（Ariadne）或者雅典娜与弥诺陶搏斗并最后将其杀死，这个神话明显属于这一主题。这个雌性怪物从某些方面看是伊斯塔尔，即美神伊斯塔尔，这可以解释品达和帕萨尼亚斯对这个戈尔贡的美丽进行的自相矛盾的描述。
(120)

 然而，一般被认为她外表极其丑陋。

阿塔尔的乌加里特语绰号是“骇人者”，这一绰号很好地说明了他的相貌。这与他的对应神伊斯塔尔/阿斯塔尔忒的特质有关。这个绰号也可以指对他的崇拜仪式。如果伪尼罗斯（Pseudo-Nilos）对4世纪阿拉伯的一种习俗的描述是真实的话，那样有可能sparagmos——肢解并吃掉漂亮年轻的男性——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实践活动。在南阿拉伯地区，这是向晨星之神即阿塔尔的献祭；在其他闪米特语地区，这是向女神伊斯塔尔/阿斯塔尔忒的献祭。这些行为的等同性将对该女神的崇拜习俗和吉尔伽美什强烈反对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
(121)

 在希腊神话中，对弥诺陶（阿斯特里俄斯）的崇拜也包括用美少年献祭，七个少男和少女从雅典送到克里特。
(122)

 因此，雅典娜的受害者/替身阿斯特里俄斯/戈尔贡毫无疑问具有令人恐怖的本性。

阿娜特与盾牌女神相关联，解释了克诺索斯王宫用儿童献祭的行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仪式虽然涉及阿娜特，但它不是sparagmos。如上文引用的那样，一首令人生畏的乌加里特语诗歌写道：

她啃吃他鲜美的肉，不用刀；

她饮他鲜红的血，不用杯。
(123)



在彼得·沃伦的发现中，虽然有些食人的迹象，但这些儿童没有被焚烧过，他们的尸骨是被砍断的。因此，尽管有伪尼罗斯的记载，sparagmos唯一的可能是一种理想观念，砍切事实上是必然的做法。另一方面，与火有明显的联系，使得另一种类型的献祭可能性增大，它至少部分地牵涉其中。对于迦南语族群而言，用刀杀小孩并把他们的尸体放在圣火上焚烧显然是一种重要的献祭仪式，如果说它不是最重要的献祭仪式的话。在西部地中海的迦太基和其他地方，有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这种仪式是常见的做法。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迦太基的这种用儿童献祭形式的次数在数个世纪里不断增加。

次数增加存在着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在很多社会都很普遍的：当社会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会增加献祭。古代作家已经证实迦太基的这种情况。
(124)

 第二个原因不太确定，但是献祭增多明显与民主制的崛起或公民参与的增加相关。不过，在其他几乎在所有方面，尤其是语言方面，西腓尼基
*

 保存了在东方遗失的古代文化特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仪式在更早的时候也在黎凡特地区出现过。这个献祭仪式的名称是MLK，与malk（“国王”）有同样的词根，它表明，献祭仪式常常是为国王和其他领袖预留的，他们通过这一献祭仪式表明他们对共同体所承担的义务。
(125)

 公元前2世纪比布罗斯的斐洛写道：“它是古代流行的习俗，当极大的危机降临时，为了避免毁灭，城市或者人民的统治者将他们最亲爱的孩子交出来杀掉，向复仇的神魔赎罪。那些被交出来的孩子在神秘的仪式上被杀死。”
(126)



在20世纪初，R．A．S.马卡李斯特（R．A．S．Macalister）发现了一个托菲特（tophet），这是一个葬藏装有婴儿尸骨的瓮的墓地，它紧邻着巴勒斯坦境内的基色（Gezer）的一个神圣的“高地”。许多学者批判这个发现。毫无疑问，马卡李斯特犯了一些严重的地层学错误。不过，这个发现无疑使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问题陷入尴尬，难怪这些信仰的学者——他们是《圣经》考古学的主导力量——不肯承认马卡李斯特的发现。
(127)



即使从黎凡特没有发现任何考古证据，这种类型献祭仪式也绝对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发生过。除了在西腓尼基的发现之外，来自乌加里特语的记载，连同古典文献以及上述所有的《圣经》文字，都明显说明在危急时刻将头生子献祭，至少在以色列、摩押和腓尼基都曾出现过。

献祭头生子

因此，很有可能在某个阶段，所有的迦南语族群都有用孩子献祭的风俗。在象征意义层面上，它保存在了祭仪的核心环节里，或yåhîd、希腊语monogénos（“独生子/子女”）的这两个词汇里，著名的是，三个重要的一神教中的以撒、耶稣和以实玛利（Ishmael）便是来自这一传统。
(128)

 这种象征主义仪式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用羔羊来代替当祭品的孩子：麦加朝圣时，在阿拉法特（Arafat）用在灌木丛中抓获的羊、神的羔羊以及绵羊和山羊作为祭品献祭，以纪念亚伯拉罕在那里将自己的儿子献祭。这种替代也在金羊毛的传说中发现；宙斯送羊去替代普里克索斯（Phrixos），他是国王阿塔玛斯（Athamas）的儿子，将要被后者作为祭品献祭。
(129)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在迦太基的托菲特里发现，羊的尸骨和小孩的尸骨混在一起。阿尔及利亚的尼加乌斯（Ngaus）的一个很久以后的石碑铭文，明确地记载人们用一只羔羊做祭品代替一个小孩。
(130)

 因此，很有趣的是可以在克诺索斯王宫遗址上发现羊尸骨和人的遗骸在一起。
(131)



迦南小孩子作为祭品献给谁呢？文献证据指出许多国家或城市的男神：耶和华、克莫什
*

 、梅尔卡特和伊勒。在黎凡特地区，用孩子做祭品献给女神的唯一直接的证据是献给叙利亚的劳迪西亚（Laodicea）的“雅典娜”。
(132)

 不过，存在着一个说服力极强的证据证明，在公元前2千纪，孩子被用来献祭给阿娜特。首先是证明阿娜特具有异常血腥的本性的证据。勒内·迪索（René Dussaud）和其他学者将这一本性与西腓尼基人将孩子献祭给塔尼特联系起来。
(133)

 与在迦太基发现的儿童尸骨有关的石碑是献给“巴力之面孔塔尼特”（Tanit face of Baal）的。考虑到西腓尼基众所周知的保守主义，以及F．O.维德伯格—汉森使得塔尼特与阿娜特之间是同一个神的这一关联几乎可以确定，很有可能在早期的迦太基，用孩子做祭品单独献给阿娜特或者一并献给一个男神。
(134)

 前希腊人可能讲的是西闪米特语，这个证据恰好是对克诺索斯的证明。

如果孩子被作为祭品献给雅典娜和阿娜特，那么是否有任何证据将奈斯与这种行为联系起来呢？虽然只是一些间接证据，但是它们的确存在。尽管难以划清世俗的和宗教的杀人之间的界限，但是用人牲献祭在埃及相对普遍，祭品通常是外国人。
(135)

 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被证实与奈斯女神有专门的关联。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位女神是在夜晚的秘密宗教仪式中被崇拜的，仪式往往是在隐蔽的或地下的密室中进行。
(136)

 更重要的是那些与女法老奈托克里斯有关的故事。这个神话人物是基于历史上的女法老Ntἰqrtἰ形成的，她在第六王朝末期掌权。她的名字，如同许多其他古风时期和古王国时期王室女性的名字一样，包含Nt这个元素。这位最初的女法老死后2000年，对Ntἰqrtἰ的兴趣似乎从赛斯时期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对奈斯的兴趣也在同一时期活跃起来。法老普撒美提库斯（Psammatikhos）一世将他的女儿命名为奈托克里斯，后来她成为7世纪埃及政治中一个重要人物。
(137)

 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第一个Ntἰqrtἰ应该很美丽，但是她的头发和肌肤呈浅色状。埃及人将这种颜色与利比亚人的肤色联系起来并且因此与奈斯联系起来。它也与所谓的“怪物们”（Typhonians）或“赛特的子民”（People of Seth）相关联，他们似乎经常在埃及宗教仪式中被用于献祭。
(138)

 来自希罗多德的信息具有更多的意义：

故事是这样的，她（奈托克里斯）陷害了成百上千个埃及人，为她的兄长复仇，臣民们谋杀了她的兄长，然后迫使她继任。她建起一个极大的地下密室，假装举行一个就任仪式，邀请所有她知道的那些与兄长的死有主要责任的埃及人参加宴会，然后，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她放河水从一个巨大的隐蔽的管道进入密室。后来我所知道的就是在这次可怕的复仇之后，她跳入一个满是灰烬的房间以躲避对她的惩罚。
(139)



这个利用水利工程的做法与传说中的巴比伦女王的作为非常相似，后者也被希罗多德记载。她的名称也是奈托克里斯，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年表中没有发现她的痕迹。
(140)

 为她的兄长之死复仇的篇章与阿娜特为她的兄长巴力报仇的传说类似。最生动的片段也发生在一个宴会大厅里。
(141)

 考虑到上文认为阿娜特与奈斯之间存在同一性，所以这些描写的类似性显得非常重要。

伊莉莎和狄多

奈托克里斯本人的命运甚至更加有趣。她的命运与狄多很相似，狄多是另一个历史上的女王，流传下来了许多关于她的神话和传说。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狄多“被爱者”（“Beloved”），她在史籍中被称为伊莉莎（Elissa），是国王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姐妹。公元前9世纪末期，皮格马利翁下令杀掉她的丈夫，他是该城市保护神梅尔卡特的一个祭司。随后，伊莉莎/狄多带领一队追随她的贵族向西逃跑，在这些追随者中，有一位朱诺（阿娜特/塔尼特）的祭司。他们首先到塞浦路斯，然后逃到北非。在那里，她建立起迦太基，即Qartḥadast（“新城”）。
(142)

 拉丁语诗人维吉尔（Virgil）和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生动地描写了狄多愤怒的自杀，这两位诗人都将狄多的命运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的背叛联系在一起，埃涅阿斯离开她，建立了导致罗马产生的城市。
(143)

 故事的这种情节当然存在着年代错乱，因为特洛伊的灭亡发生在公元前814年迦太基建立之前的400年。在更早的时期存在着故事的其他情节。公元前3世纪的陶尔米那学者提麦乌斯（Timaeus of Taormina）提到，为了避免嫁给利比亚的国王，狄多跳进了火葬柴堆。
(144)

 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庞贝·特罗古斯修改了这个故事，写道狄多首先用剑刺入自己的身体，然后跳入火堆，以避免羞辱。
(145)



古典晚期，人们相信伊莉莎或狄多已经成为神，在迦太基被作为女神崇拜。
(146)

 然而，与此同时，她与朱诺·凯勒斯提斯［（Juno Caelestis）即天上的朱诺］有密切联系，朱诺·凯勒斯提斯通常被认为是塔尼特在罗马神话中的对等神。
(147)

 这种关联，至少使从19世纪中期莫费斯开始的学者将二者视为同一人，并且将狄多跳入的火葬柴堆和塔尼特崇拜中使用的火联系在一起。自从在迦太基发现托菲特以来，一些学者将这位女王传奇性的自我牺牲看作用孩子献祭的一个神话病因论或者合理化解释。
(148)

 依此类推，关于奈托克里斯的传说也许具有同样的病因论的功能，来解释奈斯崇拜仪式中的类似习惯。

应该注意到这位埃及女王具有牺牲品的身体特征。奈斯和塔尼特也可能通过一个象征符合与后者联系起来：在迦太基经常发现所谓的“双蛇杖”（“caduceus”）。这个象征符合可以解释为一种八字盾牌，顶上有开口，下方有个杆植入地中。绳索或者细绳从盾牌上悬挂下来。这个是利比亚的塔尼特的象征，它并没有出现在东部的腓尼基。因此，它看起来似乎与上文所讨论过的奈斯的利比亚—埃及符号（帕拉狄昂）类似。
(149)



我们再回到在克诺索斯的发现上面，有两个证据说明其与奈斯有关。第一，在小孩尸骨的房间里，有大量的纺锤，明显来自同一建筑中上一层的一个房间。
(150)

 这一设备表明存在着具有宗教用途的纺织品生产，它在赛斯的神庙周边或者在雅典披风的纺织中都有所表现。然而，纺锤也在克诺索斯的其他宗教地点发现，与盾牌女神并没有肖像联系。
(151)

 另一方面，在公元前7世纪的耶路撒冷，已有建立已久的“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Ašherah）织法衣的屋子”
(152)

 。亚舍拉这个名称似乎与迦南女神阿提拉特（>
 Aṯirat）有关。它也出现在一个独特的短语“他的亚舍拉”中，在内盖夫（Negev）
*

 的昆提莱特阿鲁德（Kuntilet Ajrud）发现的一面墙上的图画中，这两位女神都被画作母牛怪，她们紧挨着耶和华。
(153)



另一方面，可能在公元前1千纪之前，亚舍拉仅仅是一个通常表示“女神”的词，耶和华的配偶被明确认为是阿娜特。阿娜特在伯特利（Bethel）重要的耶和华崇拜中心中被崇拜。公元前7世纪被安置在埃勒芬丁或埃及南部边境的“犹太人”，为耶和华和阿娜特建造了神庙；虽然如上所述，这些神庙可能受到当时的统治者赛斯王朝及其奈斯崇拜的影响。耶利米（Jeremiah）谴责在埃及的流亡群体中对“天空女王”的崇拜，学者们一般认同这个女王就是阿娜特。许多在埃及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的阿拉姆语文献提到了“阿娜特”或者“阿娜特的丈夫巴力”，这两个神很可能被视为犹太人。
(154)

 因此，在耶路撒冷的神庙进行纺织的可能是阿娜特的衣装或象征物。

因此，纺锤一般表示雅典娜与奈斯和阿娜特之间的关联。在克诺索斯和埃及这些发现中存在着第二个联系，是在克诺索斯墓室里出现了儿童的尸骨和第二中间期时期的一个圣甲虫，以及与西奈和三角洲东部的希克索斯有关的类型。
(155)



虽然这些新的发现不能确认奈斯和雅典娜的等同，但是它们确实加强了雅典娜与盾牌女神之间的关联。他们也明显暗示这位爱琴海女神和阿娜特/塔尼特之间的对等性。因此，通过这些——标志的奈斯女神、盾牌女神以及雅典娜的帕拉狄昂——建立起来的关联也和许多其他类似特征联系起来：打败阿斯特里俄斯；制作宗教仪式衣料、铠甲或者服装；夜晚灯火通明的崇拜仪式；献祭孩子。这些类似特征似乎将这些女神之间关联的建立追溯到青铜时代。

两位女神

这是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所相信的奈斯和雅典娜是同一人的背景。公元前6世纪的在钱币上雅典娜的形象可能是“黑人”已经在上文提过。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希罗多德和柏拉图也确信这两位女神是对等的。柏拉图这样说：“这个地区的首城是赛斯——法老阿玛西斯的故乡——他们说这座城市的建造者是一位女神，她的埃及名字是奈斯，她的希腊名字被他们认为是雅典娜。”
(156)



后来的作者一直到普鲁塔克，都认同这种论述。到普鲁塔克时代，这位赛斯王朝的神灵已经与伊希斯同化，虽然普鲁塔克仍然认为她就是雅典娜。
(157)

 在罗马时期，雅典娜在雅典卫城上被刻画为坐在一条鳄鱼上，表明她来自埃及。
(158)

 这个象征手法一定来自奈斯，因为奈斯作为鳄鱼神索贝克（Sobek）的母亲受到崇拜，事实上，在埃及她有时候被刻画为由鳄鱼陪伴或给两条鳄鱼哺乳
(159)

 。

时至今日，保守观点认为，奈斯和雅典娜之间的这种关联仅是埃及狂热者的（Egyptomaniac）奇思妙想的结果，应该被认为是谬论而加以摒弃。根据大多数现代学者的观点来看，这两位女神之间的错误对应仅仅是基于众多巧合形成的。两位都是战争女神，并且都被赋予了可以恢复的童贞。她们是纺织技艺的守护神，每一位女神的象征动物都是一只猛禽、一只秃鹫或者一只猫头鹰。考虑到上文暗示的这些关联可以追溯到远古并且在古典时期保持着连贯性，这些对等性决不能轻易被抛弃。此外，对二者之间关联性的抨击，还存在另一层原因，即19、20世纪的学者们普遍在意识形态上不愿看到埃及和希腊传统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关联。因此，总而言之，反对两位女神之间存在着基本联系的观点极为不可信。


 雅典是赛斯的一个殖民地？

除了两位女神之间的关联之外，雅典娜、雅典城与赛斯城也存在着确切的关联。帕萨尼亚斯提及位于勒那附近的雅典娜·赛提斯神殿和传说中达那俄斯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点。在描写底比斯的雅典娜·昂卡（Athena Onka）神庙的篇章（已在第二卷讨论过）中，帕萨尼亚斯这样写道：“这个雅典娜……被人们用昂伽（Onga）的腓尼基语名字称呼，而不是用赛斯的埃及语名字称呼。”
(160)

 如上所述，柏拉图或其他晚期作家作品的注疏者都不曾否认赛斯和雅典娜之间的词源联系。他们争论的仅仅是哪一个在先而已。有些人认同柏拉图的观点，认为希腊语优先，但是双方都认为雅典是一个赛斯的殖民地，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19世纪。
(161)



尽管他们拥有公民的自豪感和希腊人的荣耀并且蔑视同时代的埃及人，但是雅典人的确从整体上对埃及有一种宗教上的亲切感，对赛斯尤其是如此。一位现代的学者对这种情况做了如下总结：“众所周知，雅典人相信自己的宗教信念与埃及人的宗教信念是一致的。”
(162)



埃及人自然视雅典为赛斯的子城（the daughter city）。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在公元前1世纪总结了他们的论证：“他们说雅典人是来自埃及赛斯的殖民者，他们提供证明这种关系的证据；因为雅典人是唯一将他们的城市称为阿斯提（asty）的希腊人，阿斯提这个名称是从埃及的城市阿斯提（Asty）而来。
(163)

 安妮·伯顿在她对狄奥多罗斯这一卷的注疏中并没有提出重要的观点。她指出，到古典时期，她所指的ist（“座位、地点”）失去了尾音-t，除非其后跟一个元音它才被保存，例如伊斯提（Isty），底比斯附近一个神庙的名称。
(164)

 虽然早期的埃及学专家将这个词翻译为ist或ast，但它现在一般被写成st。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某些阶段这个词存在着字首增添元音ἰ-、a-或e-。St是埃及语名词和地名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要素。
(165)

 有可能st是在结尾音的-t失去之前从埃及语那里引入的。无论怎样，如安妮·伯顿所述，结尾元音将会保护这一发音组合免受失去-t的演变，不管在埃及语还是希腊语中都是如此。这个词语在公元前2千纪引入，将承认雅典人赋予这个城市的名称和asty这个词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Asty在希腊语中意为“城市”，与埃及语St含义相同：它是一个地方而不是一个共同体或城邦（polis）。Asty有一个极为不可信的印欧词源，明显存在于早于古典时期很久的希腊语中，它在荷马史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166)



埃及人向狄奥多罗斯说明的第二点是：

（雅典人的）国家（body politic）对民众的分级和划分，在埃及可以找到样本；在埃及，民众被分为三级：第一等级的雅典人由他们所称呼的“贵族”（eupatrids）组成，他们是那些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至高荣誉的人们，如同埃及的祭司阶层一样；第二等级是“农民”（geomoroi），他们应该拥有武器，承担保家卫国的职责，如同埃及为国家提供军士的耕夫（husbandmen）；最后一个等级是“工匠”（demiurgoi），他们从事需要体力的职业，仅为国家提供卑微的服务，这个等级在埃及也有类似的作用。
(167)



伯顿对此表示反对，她明显基于雅利安模式和认为青铜时代不可能发生接触的观念。她主张雅典人存在着三个社会等级体系一定非常古老，因为亚里士多德提出它在公元前580年时便已经存在。普鲁塔克甚至认为这种社会等级分类是忒修斯的功绩。因此，她认为它必定是本地产物，而非来自埃及。
(168)



从雅利安模式的观点来看，雅典人的这一制度远古性事实上更加说明了埃及的影响。阿提卡从未被赫拉克勒斯子嗣（Heraklids）征服，而且在古典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它保留了其他地方消失的古代制度。因此，埃及人或者埃及—希腊人（Aegypto-Greek）奠基英雄们在青铜时期创立了一个社会等级制度，显然是非常可能的。应该记住的是，Theseus（忒修斯）这个名字没有印欧语的词源，因此它有可能起源于埃及语的Ṯsw（“指挥官、穷人的保护者”），该词在科普特语里仍然得到保留，即joeis（“上帝、耶稣”）。
(169)



埃及人给狄奥多罗斯提供的第三个“证据”是雅典的创始者如Πέτης、Kέκροψ和’Eρεχθεὺς
*

 都是埃及人或者具有双重血统即希腊人和野蛮人的血统。伯顿指出Pētēs与雅典领袖Пετεώ是同一人，后者可见于《伊利亚特》。她相信这个名字“很可能起源于埃及语词源”，这表明埃及语的名字Pзdἰ在希腊语中被证实，它就是Pētēs。
(170)



Kekrops（凯克洛普斯）这个词的各个可能的埃及语词源将在下文论述。

词典编纂学者将厄瑞克透斯列入’Eριχθόνιος的词条之下：’ερι-是一个音值不确定的前缀，但通常被认为用于表示强调，-χθόνιος（“大地的”）指的是这个英雄被认为是“本地人”（autochthony）。这确实主要是希腊人的传统。此外，厄瑞克透斯是最早期和最常见的名字的形式。如尚特莱纳所述，Erikhthonios（厄里克托尼乌斯）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为了与配合这个神话而普遍重构的非希腊语名字。他还指出厄瑞克透斯是一个神的别称，通常与波塞冬有关联。并非只有狄奥多罗斯认为厄瑞克透斯是一个来自埃及的移民。安妮·伯顿引用了另一段材料，记述他来自赛斯。
(171)

 他的名字厄瑞克透斯可能来自埃及语词源зḫty（“地平线处的居民”），这是一个普遍的神的别称。因此，向狄奥多罗斯提供信息的埃及人声称，这两个名字Pētēs和厄瑞克透斯如果不是极有可能也是可能起源于埃及词源，并且缺少希腊词源。

据说，厄瑞克透斯将埃琉西斯秘仪从埃及带进了阿提卡。
(172)

 伯顿也指出，阿波罗多罗斯和帕罗斯大理石碑铭（Parian Marble）
*

 都认同，这个得墨忒耳崇拜是从国外传入阿提卡的。阿波罗多罗斯认为它是在潘狄翁（Pandion）统治时期进入阿提卡的，帕罗斯大理石碑铭认为是在厄瑞克透斯统治期间。
(173)

 此外，12世纪的拜占庭学者策策斯引用数个世纪前的一位祭司兼历史学家即帕加马的卡拉克斯的一段文字，该段文字记载凯克洛普斯从赛斯到雅典建立殖民城市。
(174)

 伯顿反对12世纪初学者保罗·富卡尔的观点，富卡尔基于相似性便认为埃琉西斯秘仪是从埃及引入的。她认为保罗·富卡尔的研究已经被G．E.米洛纳斯（G．E．Mylonas）和其他后来的学者超越。
(175)



《黑色雅典娜的回信》谈到这场争论。
(176)

 然而，这里应该指出，向狄奥多罗斯提供信息的埃及人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主张埃琉西斯的两个祭司家族——欧摩尔波斯家族和刻律刻斯家族——至少在希腊化时期认为他们自己是埃及人。
(177)



凯克洛普斯

支持雅典和雅典娜这两个名称起源于Ḥt-nṯr（nt） Nt的论证将在本章文末做出。这些名字的一致性足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人和埃及人就看到这种关系。
(178)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探讨一下神话传说中这个城市的创建者凯克洛普斯的名字。我认为，这个名字是埃及语。虽然卡拉克斯和其他学者论述凯克洛普斯来自赛斯，其他证据表明它与具体的埃及城市没有关联。

根据传说，像许多希腊城市，雅典应该不只有一个根据地。一般认为，这些根据地中第一个是凯克洛普斯建立的，虽然他被认为是他的岳父国王阿克泰厄斯（King Aktaios）的继承者。
(179)

 阿波罗多罗斯像其他作家一样，明确指出，凯克洛普斯是本地人，但这位创始者有“两个血统”。
(180)

 帕萨尼亚斯认为，存在着两位凯克洛普斯，一个出现早一些，另一个晚一些。他和其他作家也认为凯克洛普斯是半人半蛇的形象。
(181)

 然而，如上文引用，向狄奥多罗斯提供信息的埃及人认为“两个血统”指的是，他一半是希腊人，一半是埃及人。
(182)

 希罗多德将凯克洛普斯与当地的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区别开，暗指凯克洛普斯是一系列外来定居者中的第一个。此外，他认为“雅典人”这个名称是由后来的一位缔造者厄瑞克透斯引入的。
(183)

 阿波罗多罗斯相信雅典娜崇拜就是在凯克洛普斯统治期间引入雅典的。然而，如同希罗多德，他陈述这个城市在他统治时期被称为刻克洛匹亚（Kekropia）。
(184)

 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庞贝·特罗古斯认为，虽然凯克洛普斯建立了这座城市，但将它献给雅典娜则发生在他的继任者安菲特里翁（Amphiktyon）统治期间。
(185)

 帕萨尼亚斯提到过这个后来的国王，但是只认为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引入是这位国王的功劳。
(186)

 他没有明确将凯克洛普斯与雅典娜联系起来，在著作的另一部分，他描绘了这位雅典城的建立者对宙斯的崇拜。
(187)

 总之，考虑到雅典娜和雅典之间明确的关联性，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古代历史学家将雅典城的建立者与它的守护女神联系起来。

帕罗斯大理石碑铭认为凯克洛普斯的统治应该开始于1581年，在卡德摩斯到达底比斯的63年之前，即达那俄斯登陆阿尔哥利德的7年前。
(188)

 尽管按照修正的古代模式的标准判断，公元前1581年这个时间过晚，但没有道理去怀疑该铭文中给出的时间顺序。因此，如果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发生在公元前18世纪后期，那么凯克洛普斯如果确有其人的话，他应该生活在更早的时期。

历史学家赫卡泰奥斯认为凯克洛普斯这个名称来自异国。
(189)

 保罗·克雷奇默论证，在语言借用过程中存在着语音变位，这个名称最初是*Kέρκoψ（“长着尾巴的”）、Kέρκoς（“尾巴”）。
(190)

 他的论据是基于认为凯克洛普斯是半人半蛇的传统观点。然而，kerkos最初的含义是“棍棒”，但是引申为指身体上较小的突出物：“猪尾、阴茎”等。这当然不包括像蛇那样的尾巴，因为蛇的尾巴是身体本身的延长。表示这些尾巴的一般词汇是oὐρά。

回到赫卡泰奥斯的观点，他认为凯克洛普斯这个名称来自异国，凯克洛普斯这个名称与三个第十二王朝法老经常使用的王衔名Ḫpr kзR‛、Ḫ‛Ḫpr R‛和Ḫ‛kзw R‛类似，这三位法老在今天被称为森乌塞特（Senwosret）一世、二世和三世。与凯克洛普斯最接近的词形是Ḫ‛Ḫpr R‛，即森乌塞特二世的名字，他在三位法老中力量最弱，统治时间最短。然而，后来的历史学家混淆了他们的身份。例如在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将森乌塞特二世和三世混淆，一并称之为塞索斯特利斯大王（the great Sesôstris）。
(191)



凯克洛普斯词尾的-ôps是希腊词，表示“眼睛、脸”，它经常用于人名的后缀。凯克洛普斯起源于Ḫ‛Ḫpr R‛，其中必要的流音从第三到第二个位置的音位转换已在第八章末论述。无论怎样，说明这样一种联系不再困难，要比表示S n Wsrt（森乌塞特）与Sesôstris（塞索斯特利斯）或Sesôsis（塞索西斯）之间一般人们认可的联系要容易。

被人们认可和想象中的森乌塞特一世和三世的征服在第二卷中详细地讨论过。在第二卷相关的章节，我认为森乌塞特一世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北部，可能还有黑海边陲地区。
(192)

 这里，我将继续深入地考虑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和爱琴海之间的可能联系。

雅典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

在这些传说中的事件发生2000年以后，狄奥多罗斯这样描述道：

克里特人说拉达曼提斯（Rhadamanthys）是所有人中做出最公正裁决的人，他对盗贼、不虔诚的人和其他罪人施以铁面无私的惩罚。他也逐渐拥有了为数不少的岛屿和亚洲大部分沿岸地区，由于他公正无私，人们都自愿迁徙而来接受他的统治……此外，因为他非常公正，以至有神话故事说他被任命为冥府的判官，弥诺斯（拉达曼提斯的兄弟）也获得这个荣誉。
(193)



兄弟二人作为冥界的判官的形象完全是来自埃及，赫西俄德和荷马也这样说过。在第二卷中，我认为在神话传说中的克里特国王弥诺斯和埃及第一任法老敏神/美尼斯（Min/Mēnēs）和他的哥哥即中王国的创始人拉达曼提斯之间有种错综复杂的对等性。
(194)

 这就引出很多可能性：（1）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与爱琴海存在着交往；（2）埃及对这片地区拥有某种霸权；（3）第十二王朝法老参与建立刻克洛匹亚即雅典前身。

来自考古学和艺术史的证据可以明确解答第一个问题。存在于弥诺斯中期克里特的埃及物品可以说明埃及与爱琴海之间的联系。虽然与青铜时代晚期发现的物品相比，数量相对较少，但是也列出大约30件。其中有圣甲虫和装饰匕首或剑的金柄。
(195)

 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十二王朝的一个叫作乌塞尔（User）的官员的雕像。这一发现的背景不确定，但对埃里克·乌普希尔（Eric Uphill）雕像的最新研究可以充分说明，它符合中王国时期使节、官员、商人、手工艺者雕像分布的一般情况，因此可以认为它在弥诺斯中期已经到达这里。
(196)



在埃及，发现了大量的弥诺斯中期II期的罐子，与第十二王朝后期的一致。大多数罐子是在哈拉加（El Haraga）和法尤姆入口处的卡胡恩（Kahun）发现的，埃及学专家巴利·肯普（Barry Kemp）和考古学家R．S.梅里利斯（R．S．Merrilees）对此这样写道：

哈拉加重要的中王国时期墓葬很可能服务于这座城市，而不是沙漠边缘一些著名的共同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法尤姆地区存在着一个王宫，但是不能确定它指的是这里还是法尤姆的核心地区。而且，森乌塞特二世的金字塔的位置本身表现在中王国王室对这个地区的兴趣。
(197)



弥诺斯中期I期A、I期B和II期的陶器以及一个具有克里特风格的蛇形盖子在埃及的其他地点发现。
(198)



这些发现仅仅是冰山一角，肖像研究的成果明确证明埃及、黎凡特和爱琴海之间发生过大量的文化交流，并且此期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来自埃及的影响。阿瑟·埃文斯、沃尔夫冈·黑尔克（Wolfgang Helck）以及其他当代学者都发现，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和克里特艺术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
(199)



澳大利亚艺术历史学家贾尼斯·克罗利（Janice Crowley）列出她所观察到的在克里特旧王宫时期从埃及进入爱琴海的五个主题，它们与中王国时期的风格一致。这五个主题是棕榈叶、蒲葵、纸草花型、种树仪式以及埃及河马分娩女神。分娩女神的助手成为克里特的洁妮，我认为她们后来演变成为希腊的宁芙们和缪斯们。
(200)



第二个问题是埃及在这一时期是否是这个地区的霸主，对它的回答并不确定。文化传播的主导方向表明的确是如此，克里特的陶瓮和王宫遗址的发现物也能够说明这一点。“透德宝藏”这个轰动性发现也表明埃及霸权可能辐射过这个地区。透特宝藏在阿蒙涅姆赫特二世（Amenemhet II）统治时期被封存起来，阿蒙涅姆赫特二世是森乌塞特一世的儿子和森乌塞特二世的父亲；其中有许多珍贵的财宝，最重要的是一组143个破碎的银碗。在第二卷讨论这个宝藏时，我认为它是在征服之神蒙特（Mont）神庙发现的。这些碗主要是在靠近北部的地方被发现的，它们可能是军队的战利品或者从战败的人那里获得的贡品，被送入了宝藏。我在第二卷中也说过，这些物品来自安纳托利亚，与森乌塞特一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战役有关。
(201)

 但是，更晚近的学者们开始向更西的方向开展研究。彼得·沃伦如今主张：“许多透德宝藏中器皿样式与克里特岛弥诺斯中期I期B—II期的陶器风格非常接近，足以表明它们起源于克里特岛，或克里特岛对这些银质器皿产生了巨大影响。”
(202)

 因此，如我在第二卷中所论述的那样，我们可以推测，不仅埃及在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在安纳托利亚发动过军事征伐，而且这些军事征伐如果没有对爱琴海地区产生军事后果，至少产生了政治后果。

第三个问题是第十二王朝的法老是否参与刻克洛匹亚即雅典城前身的建立。关于它的证据更加不充足。即使认同Ḫ‛Ḫpr R‛=Kekrops，也未必能获得肯定的答案。希腊人名字Memnōn（门农）在被称为>
 Imn mḥt的法老们统治之后的1000年里仍然留存下来。
(203)

 与之类似，Ḫ‛Ḫpr R‛//Kekrops这个名字也作为一个灵活使用的英雄称号保留下来，宜于与一个城市的建立联系起来。此外，我们应该考虑到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在阿提卡活动的可能性。但是，考虑到中王国与克里特岛在文化上的联系，第十二王朝在安纳托利亚的战役将影响力进一步向西扩展，那么这样的活动仍然不能毫无疑问地确定。不幸的是，雅典后来的建筑几乎没有留下中期希腊时期遗迹的痕迹。
(204)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考古记录几乎对于这个问题意义不大。然而，关于阿提卡与埃及交往的证据确实存在。同位素分析，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制造的银制器物中所含的铅经铅同位素分析，被发现来自阿提卡劳利昂的矿场。
(205)



认为雅典人是淳朴的农夫、超越了愚笨的拜物主义，是一种浪漫主义想象，它会使人极大地低估这些银矿对雅典经济的重要性。
(206)

 考虑到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劳利昂出口铅和银，阿提卡似乎在公元前2千纪已具有经济重要性。因此，特洛伊战争之前的雅典王表不能不予考虑。
(207)

 如果凯克洛普斯明显的希腊传统和塞索斯特利斯同样明显的埃及传统能够与历史人物森乌塞特一世、二世和三世合理地联系起来，那么那些从埃及远道而来的人或者其他利用法老名义和声望的人在雅典安居下来，可以合理地描述这个城市的第一次建立。这个解释将雅典城的建城时间定位在公元前19世纪上半叶。然而，这当然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这就为这个城市的第二次建立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背景，即它与雅典娜崇拜有关。希克索斯人从阿尔哥利德的第一个根据地掀起了第二次扩张浪潮。对于这些新来的定居者而言，200年以后，凯克洛普斯和他的城市似乎确实是土生土长的，或者是具有“双重血统的”。那些对新定居地的含糊记录出现在以安菲特里翁、厄瑞克透斯和忒修斯为核心人物的传说中。安菲特里翁的作用可能指的是阿提卡联盟或近邻同盟（amphiktyony）的建立，这些功绩通常被归于忒修斯。
(208)

 根据狄奥多罗斯的埃及信息，雅典国王厄瑞克透斯生来就是一个埃及人，并一直与埃及保持联系。
(209)



特洛曾

忒修斯是从特洛曾开始他到雅典的英雄之旅的。特洛曾这个城市因古老而出名，阿波罗与奥罗斯（Oros）/荷鲁斯以及庇透斯与普塔的早期关联已在第十九章讨论过。
(210)

 在第十九章里，我论述过帕萨尼亚斯所见到的是希腊最古老的神殿，即阿波罗·忒阿里亚神殿。19世纪初，英国旅游者威廉·盖尔爵士（Sir William Gell）记述，在这个地点附近见过一些怪异的石柱，似乎是由玄武岩制成，各边呈直线，八面呈锥形。他相信这些石柱一定来自1600年以前的神殿，它是帕萨尼亚斯所描述的最古老的神殿。
(211)

 詹姆斯·弗雷泽似乎也看到过其中的一些石柱，他认同盖尔的推测，这些石柱“与普通类型的希腊石柱差异很大，（它们）可能属于阿波罗·忒阿里亚神殿”
(212)

 。

八边呈锥形、各边是直线的石柱来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它们可见于位于本尼哈森（Beni Hassan）的诺姆长们（Nomarchs）的墓葬以及埃及中部的其他墓葬和代尔巴赫里最早的神庙里。在这些神庙中，有一座是阿蒙霍特普二世（Mentuhotep II）修建的。
(213)

 在新王国时期，它们似乎已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形式更精致的建筑。商博良那些早期学者将这些更早的石柱视为多利亚式石柱的前身或原型。
(214)

 然而，像许多希腊石柱一样，多利亚式石柱是笛子形状的，这种形式源于圆秆芦苇。至少从公元前3千纪开始，埃及和西南亚已经在采用这种形式。
(215)

 因此，很明显八边形的石柱是来自埃及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它们做了本地化的改进。特洛曾“非希腊”石柱表明其影响可能从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到古风时代的伯罗奔尼撒。帕萨尼亚斯见到过的一个神殿建于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叶，这与帕特农神庙保留下来且一直保留到21世纪同样不足为奇。

印欧语没有解释特洛曾或者特洛曾这个名称。另一方面，埃及的城市名称TзSn（即埃斯那）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词源，这个城市在上埃及是一个主要的奈斯崇拜中心。
(216)

 这个词源使特洛曾和雅典娜之间存在着宗教上的联系成为可能。如雅典一样，特洛曾有一个观点，即：它最初的名字不是特洛曾，并且雅典人在希波战争期间或许认识到了他们和特洛曾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个时候，他们抛弃了城市，将他们的妻儿老小送到了特洛曾。关于这个方面的相关法令和希腊语材料，参见Jameson（1960）。

雅典娜崇拜是在城市建立之后被引入的。
(217)

 因此，雅典娜崇拜和波塞冬崇拜在特洛曾处于核心地位，它们似乎已经与阿波罗/荷鲁斯崇拜和庇透斯/普塔崇拜融合在了一起。帕萨尼亚斯所引用的神谕有一些真实性，阿波罗和波塞冬互换了德尔斐和距离特洛伊海岸不远的岛屿卡劳利亚（Kalauria）。
(218)



根据帕萨尼亚斯的叙述，这次交换发生在奥洛斯的儿子阿尔忒普斯（Althepos）统治期间。雅典娜和波塞冬就此领土发生争执，宙斯命令他们共同拥有这个岛屿。
(219)

 在第二卷中，我讨论过这一神话故事中斗争的方方面面，并且我认为它的主要方面是雅典娜或奈斯使得波塞冬或塞特所象征的混乱的力量变得秩序化。
(220)

 当然，这次斗争最著名的例子是发生在阿提卡的雅典的战役，虽然据说这次战役也可能发生在彼奥提亚境内献给雅典娜的地方和特洛曾。在特洛曾的卫城，有一个雅典娜神庙，该雅典娜以波利阿斯（“城市的”）而闻名，Σθενιάς是它的词根。按照惯例，σθένος（H）被译为“强壮的”，然而Sthenias是希腊语中一个非常古老和奇怪的词汇，作为一个神的描述词，用于雅典娜和宙斯：它是唯一一个以sth-为首的词。这个词没有印欧语词源，但有两个可能的埃及语词源，并且它们很容易合并在一起。sṯny（“区别、崇拜”）和sṯḥn n（“使耀眼、使光芒四射”）。雅典娜与光辉的关联，特别是与埃及语ṯḥn的关联见下文。
(221)



雅典娜神庙位于卫城之上，而波塞冬神庙则位于在城墙之外。这个位置并不能说明他在特洛曾不处于核心地位。斯特拉博和帕萨尼亚斯甚至把这座城市称为波塞冬尼亚（Pausanias）。
(222)

 他的头衔是巴塞琉斯（“官员、国王”）和普里奥克斯［（Poliouchos）“城市的掌控者”］。特洛曾公元前15世纪的钱币正面是雅典娜的肖像，背面是波塞冬的三股神叉。
(223)



波塞冬也是卡劳利亚联盟的保护神，这个联盟是以离特洛曾不远的卡劳利亚岛为盟址的近邻同盟。这个古老的联盟的七个成员包括特洛曾、雅典、埃基那和彼奥提亚的俄尔科墨诺斯（Orchomenos），这个联盟不仅突破了铁器时代的部落带，而且跨越了迈锡尼时代晚期的王国边界。
(224)

 因此，可以假设，这个联盟是在它们合并之前形成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卡劳利亚的波塞冬崇拜非常古老，起源于第二中间期或第十八王朝，这一证据是发现于晚期希腊底时期背景下卡劳利亚最古老的波塞冬神庙里的圣甲虫石。它的背面是一个河马形状，河马是与赛斯有关的动物。它的正面是法老乘坐战车碾压倒下的敌人们，这个战车也与波塞冬和利比亚有关。
(225)



没有人会怀疑波塞冬崇拜和雅典娜崇拜在迈锡尼时期的希腊及特别是特洛曾和雅典的中心地位。在神话中，波塞冬有时化装为埃勾斯，他是忒修斯的父亲，是特洛曾和雅典两座城市的英雄。波塞冬与赛斯的关联以及波塞冬和雅典娜在迈锡尼人和希克索斯人的宗教中的中心地位，已在第二卷论述过。
(226)



在本章中，我们关注这位英雄的母亲埃特拉（Aithra），她的名字似乎与aithēr（“高空”）有关，这个名字也与雅典娜有关联。
(227)

 帕萨尼亚斯记载了二者之间的另外一个关联，波塞冬诱骗埃特拉是雅典娜托梦给埃特拉导致的结果。
(228)



犹如赛斯之于希克索斯人或者波塞冬之于迈锡尼，雅典娜似乎成为新的入侵者的专门保护者。据狄奥多罗斯记载，达那俄斯在到达阿尔戈斯之前登上了罗得岛，在这里的林多斯建立雅典娜神庙。
(229)

 稍晚些时候，卡德摩斯在这个岛屿的伊阿吕索斯（Ialysos）建立了波塞冬神庙。据说卡德摩斯为林多斯的雅典娜神庙献上一口大铜锅，其上刻有腓尼基字母。这个礼物也列在林多斯的宗教献礼的名单里。从特洛曾跨越阿尔戈斯海湾，帕萨尼亚斯这样描述：“沿着海边，有另外一条路从勒那通往他们所命名的革涅西昂［（Genesium）即出生地］。海边有一座小神庙，名为革涅西昂的波塞冬（即出生地的波塞冬）神庙。革涅西昂附近是另一个地方，叫作阿波巴特米［（Apobathmi）即登陆地点］，他们说达那俄斯和他的女儿们就是在这里首次登陆阿尔哥利斯的。”
(230)

 帕萨尼亚斯在这部作品的稍前部分曾经指出，沿着海岸线向北几英里处有一个神殿，那里有两座雅典娜神殿。
(231)

 第一座应该是由达那俄斯建立的，第二座雅典娜·赛提斯（Athena Saitis）神殿位于山顶，河水从那里流出。弗雷泽在对此的评论中，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引用1777年出生的地理学家威廉·马丁力克的论述，因此这段论述是在雅利安模式出现之前发表的。

城堡的废墟……现在占据了山顶，最后希波墨冬（Hippomedon）的神庙和墨涅瓦（雅典娜）的神庙矗立在这里，墨涅瓦的别名塞提斯表明对她的崇拜来自埃及，因此与这个著名的神殿是由达那俄斯创立的说法相吻合。在赛斯，我们知道奈斯即希腊人的雅典娜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
(232)



弗雷泽参照他对帕萨尼亚斯（Book 9：12.2）的论述，重申了他所认为的雅利安模式的传统说法，帕萨尼亚斯说雅典娜的埃及名字是雅典娜·塞提斯。弗雷泽写道：“希腊人认为她（奈斯）与雅典娜是同一个神（Herodotus，ii.59；Plato，Timaeus
 ，p．21E；Hesychius，s.v．Nηΐθ），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名字具有相似之处。”
(233)



一些权威学者认为，在希克索斯王朝时期的埃及，赛斯的配偶可能是阿娜特。
(234)

 根据基督教作家尤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Julius Africanus）摘录的曼涅托《历史》概要，希克索斯王朝的第一位法老被称为赛特斯（Saitēs）。
(235)

 马莱解释道，它指的是法老在赛斯定居下来。
(236)

 另一种可能性是将他与上文提到的希克索斯名称‛AnatḤr联系起来，并且认为他是阿娜特/奈斯的崇拜者。对此不能做过多解读，因为约瑟夫斯将从曼涅托著作获得而来的名字转写为塞里特斯（Salites）。塞里特斯曾经被认为与一个叫作萨瑞克［Sarek（Sa‛rk）］的法老是同一个人，在来自孟菲斯的一份祭司名单中提到过他。
(237)

 然而，加德纳和冯·贝克拉特（von Beckerath）认为萨瑞克是希克索斯王朝的最后一个法老。
(238)

 而且，当提到三角洲东部的赛斯罗伊特（Sethroite）诺姆时，约瑟夫斯事实上把它称为赛特，这一点也很奇怪。
(239)

 这种指称可能说明，是约瑟夫斯而不是阿非利伽努斯弄错了第一个统治者的名字。不论怎样，很明显的是，如同他们的后代以色列人一样，希克索斯人非常崇拜阿娜特，很有可能阿娜特崇拜在埃及语中被认为是奈斯崇拜。

［这种解释将与修正的古代模式为克里特提出的历史模式相吻合。］如上所述，虽然盾牌女神的雕像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存在，但它只是在弥诺斯中期III期才广泛流传。此外，在带有儿童尸骨房间里发现的希克索斯圣甲虫暗示，这些崇拜仪式之间存在着关联。


 对崇拜仪式证据的总结

来自雅典的传说证据以及来自特洛曾的传说证据和实物证据表明，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对阿戈斯和阿提卡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影响；并且，在中期希腊底时期，埃及对希腊大陆存在着影响；在这些世纪里，埃及可能对爱琴海的部分地区有着政治影响。这些保留下来的早期崇拜仪式似乎是关于荷鲁斯和普塔的。后来某个阶段，大概是公元前18世纪晚期，兴起一股新的影响力，它与希克索斯人有关。在第二股浪潮中，处于支配地位人物是具有竞争力的奈斯/雅典娜和赛斯/波塞冬。


 诸名称的词源

当然，以上所有的结论都是根据推测得出。然而，极有可能的是雅典娜大部分的属性源于奈斯，雅典娜或阿塔奈亚（Athanaia）起源于埃及语Ḥt-nṯr（nt）Nt。

首先，我们应该探讨一些与雅典和雅典娜有关联的希腊语专有名词以及它们可能的埃及语词源。

地名

柏拉图在讲到神话时描写古代雅典的风景，认为雅典的边疆东起律卡贝托斯（Λυκαβηττός）山，西至普尼斯（πνύξ）高地。
(240)

 Lykabēttos（律卡贝托斯）的一个可能的词源是埃及语зḫtἰзbt（“发光的东部地区、太阳从那里升起”），这个地名出现在《亡灵书》中。
(241)

 πνύξ、πυκνός是雅典公民审判团集会的地方，关于该名称起源于埃及语*pзqnbt（“由行政官员、审判员、司法委员会等等组成的法庭）”，参见第九章。
(242)

 这些词有没有印欧语词源。

柏拉图学派于公元前385年在雅典城墙西北方一个叫作’Aκαδήμεια（阿卡德米亚）的树木茂密的地方成立。第欧根尼·拉尔修认为这个名称起源于不知名的神话英雄’Eκαδήμος（赫卡德摩斯）。他还认为，最初的名称是Hekadēmy（赫卡德米）而不是Akadēmy（阿卡德米）。
(243)

 Akadēmeia（阿卡德米亚）坐落于两条路之间：一条是从雅典城最大的门狄佩隆（Dipylon）门开始、向西北延伸的主干路，另一条是通往埃琉西斯的“圣路”，宗教游行队伍是沿着它进入雅典的。有时，游行队伍是从狄佩隆门进入的；其他一些时候，他们是恰好60码外的另一个大门进入的。
(244)

 这与*‛qr dmἰ（“一个城市入口、一个区域的入口”）非常符合。在科普特语中，‛q表示ōk，另一方面，‛qy（“国王庄严的进入”）成为aik（“授任典礼”）。Akadēmy中的长音/ē/与起源于dmἰ的dēmos中的长音相匹配。
(245)

 这个地名早于柏拉图时代，并且考虑到他对埃及语缺乏了解的其他证据，尽管该词专门用于指称他的学派，但他不可能知道它的含义。

神话人物

在这一小节中，第一个要探讨的是παρθένος起源于埃及语*Prṯḥn的词源分析。在此，我们再一次探讨奈斯与利比亚的关联。阿瑟·埃文斯特别注意到被埃及人称为Ṯḥnw的利比亚人。

Ṯḥnw生活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边，他们以“Ṯḥnw”（油）而闻名，珀西·纽伯瑞认为它就是橄榄油（这也可以和雅典娜联系起来，雅典娜的圣树就是橄榄树），另外Tḥnw的彩陶器也很著名，在埃及被称为ṯḥnw。
(246)

 正如埃文斯解释的那样，这些彩陶器在制造过程中，泡碱（碳酸钠）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在利比亚的绿洲地带被发现。
(247)

 阿兰·加德纳也写过关于Tḥnw的文章。他指出，他们是生活在昔兰尼加的利比亚人，先前曾经被认为是“白人”，在埃及绘画中，他们虽然穿着野蛮，但是体格特征类似于埃及人。
(248)

 加德纳考虑到Tḥnw有可能生活在南方，在法尤姆内或其附近地区。
(249)

 近来，范德尔斯雷恩（Vandersleyen）反对他对此问题的犹豫不决。
(250)

 加德纳在此问题的简述中，提到过一则关于NtṮḥnw的古王国时期的材料。
(251)



古埃及地理研究学家亨利·戈捷将Prṯḥn解释为“水晶房子、彩陶房子”。
(252)

 这个名字在赛斯的奥西里斯神庙得到证实。Prṯḥn与Parthenō在语音和语义上有惊人的对应。埃及学专家阿诺·埃格伯特反对这种词源解释。他承认列举不出其他的词源解释，并且*Pr thn和Parthenōn（帕特农）在语音上有很完美的对应性。一个相似的例子是科普特语的tehne，它来自更早的词dhnt。这个例子表明，ṯḥnt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因此产生一个希腊语音组合*-then。埃格伯特反对语义上的联系：少女们怎么会与奥西里斯这样一位阳刚的人联系起来？奥西里斯甚至可以在死后让他的妻子兼姐妹怀孕。
(253)

 埃格伯特认为Parthenōn不可能起源于*Pr thn，他明显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这个词源分析仍然站得住脚。第一个原因是这个观点源于奈斯与ṯḥn之间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它将在下文进一步展开讨论。从赛斯时期起，便有材料直接提到Ntṯḥn。
(254)

 第二个原因是来自地名Prзḫt（“光明的房子”）。这个*Pr thn同义词被证实表示哈特和奈斯的神庙。
(255)

 第三个原因是在许多文化中，年轻女性的形象是“光彩照人的”和“生机焕发的”。第四个原因是，Pr和thn结合在一起有可能是因为地名前缀Pr-被极其频繁地使用。戈捷列举出不止500个例子。因此，一些神庙或其他建筑物连同分享它们的名称的一些神被命名为*Pr thn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通过神圣的语义双关，奈斯与Ṯḥnw以及他们的产品ṯḥn（“彩陶”）联系在一起。ṯḥnt作为一个形容词，含义为“灿烂的、闪耀的、珠宝、蓝绿色”。最后一个含义是彩陶器的颜色，它也被视为明亮天空的颜色以及天空的一部分，因为从地面上看它们具有绿青石的形态。
(256)

 Parthenos在希腊语中表示“年轻的女性、处女”，并且特别用来指称贞女神阿耳特弥斯和雅典娜。这些埃及语和希腊语词汇有许多相同的特定含义，都表示“容光焕发”和“快乐”的含义。Ṯḥnt也用来指代“神的明亮的眼睛”或者眼睛的一部分。Parthenos这个词也有一个特定含义，指“瞳孔”。

雅典娜有许多求显灵词与眼睛有关：’Оϕθαλμῐτις和’Оξυδερκής。首先，荷马采用Гλαυκω̑πις
*

 来称呼雅典娜和其他令人恐惧的生物，这个词的含义是“灰白而又明亮的眼睛”。这个词明显起源于γλαυκός（H）（“灰色的、浅蓝色的、可怕的、明亮的”）。Glaukos确实是另一个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承认没有印欧语词源的词。
(257)

 然而，它有一个很好的埃及语词源gзgз（“使眼花、使吃惊”），它与表示眼睛的义符连写。还有一位被称作Gзgзwt的女神，但是不能得知是否她是Nt的一个形象。Glaukos也与γλαυ̑ξγλαυκός（H）（“猫头鹰”）有关联，它是一种大眼睛、凶猛的鸟，也是雅典娜的别称，相当于奈斯的秃鹰。gзgз也可以作为Гoργώ一个很好的词源，Гoργώ还有一个复合形式Гoργω̑πις，像γλαυκω̑πις一样，含义为“凶猛的面貌”。戈尔贡的面孔和眼睛让所有见到她的人变成石头。上文提到，她与雅典娜有着密切而又久远的联系。
(258)



在《金字塔铭文》的第317节中，奈斯之子鳄鱼神索贝克为“伟大的（女）神的眼睛带来了绿色”
(259)

 。这种描写很可能指的是奈斯本身。上述第五王朝的碑文上，NtṮḥnw后跟着“奈斯的眼睛”。埃及学专家拉马丹·厄勒·赛义德（Ramadan El Sayed）提出合理的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奈斯的一个形象，她在此期间受到利比亚人的崇拜”
(260)

 。柏拉图描写帕特农神庙内菲狄亚斯（Pheidias）雕刻的雅典娜雕像的眼睛，称其镶嵌着宝石，罗马人崇拜的女神墨涅瓦相当于雅典娜，西塞罗看到墨涅瓦的完美雕像有一双淡蓝色闪光的眼睛。
(261)

 狄奥多罗斯反对“希腊人的观点”，即雅典娜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是“一个愚蠢的解释”。在他看来，雅典娜女神被称为Glaukōpis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天空是青紫色的”。
(262)

 事实上，这两个形象并不互相排斥，没有道理否认雅典娜有时候表现为有一双蓝色闪光的眼睛。在许多社会中，如蒙古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是棕色的，蓝色的眼睛传统上被认为是残暴的象征。新王国时期的一幅画画着一头凶猛的“海湾的河马”，它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表现。这头河马是塞特的动物。现实中，河马的眼睛是黑色的，微微带有粉色，但是画中河马的眼睛是明亮的蓝色。
(263)



古代希腊同现代希腊一样，蓝色的眼睛与“邪恶的眼睛”联系在一起，表示各种各样恶劣的品质。因此，Glaukōpis的含义是雅典娜的眼中带有的苍白色增加了她所激发的恐惧感。
(264)

 那么埃及的奈斯女神很可能也是这样。不论怎样，她与蓝绿色彩陶器、明亮的天空的关联以及ṯḥn（t）与眼睛的关联，表明她的眼睛是可以视为蓝色的（虽然她在后来的观念里习惯上蒙上面纱）。
(265)

 帕萨尼亚斯明确地描述雅典娜的蓝色眼睛来自利比亚的故事。
(266)

 因此，我们遇到了一个悖论，即雅典娜女神的蓝色眼睛来自非洲。这个悖论使《黑色雅典娜》这个名称复杂化，但它使得我的总体看法更为可信，增强了我倾向于《非洲的雅典娜》（African Athena
 ）这个标题的意愿。


 Ḥt nṯr（nt） Nt雅典娜

我们在前面的内容里讨论了凯克洛普斯是埃及人的这个观点。在这里，我将回到对帕加马的卡拉克斯的一段引文上：“来自埃及赛斯城的凯克洛普斯在雅典进行殖民。根据埃及人的说法，赛斯被称为（legetai）雅典娜。”
(267)

 理解最后一句话的最简单的方式是说希腊化时期的埃及人认为“雅典娜”是赛斯的一个名称。事实上，赛斯仅仅是这个城市的世俗名称。它的宗教名称在象形文字文献中得到证实，是Ḥt Nt或Ḥt nṯr（nt） Nt。
(268)

 阿诺·埃格伯特在此问题上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强烈反对我最初的观点即雅典娜这个名称起源于Ḥt Nt。他并不反对奈斯与雅典娜或者雅典娜与赛斯在语义上的关联。他也注意到这是希腊人的一个传统观点，作为埃及学专家，他知道埃及诸神经常以他们的住所来指称。
(269)



埃格伯特从三个方面反对Ḥt Nt和雅典娜之间的语音对等。他首先反对的是’Aθ-起源于Ḥt或Ḥwt（“神庙”）。他认为即使在公元前2千纪，词尾-t正常情况下也是被省略的。尽管许多地名前缀Ḥt-几乎在每种情况下都被翻译为希腊语中的’Aθ-，但Ḥt-中的/t/后面跟着一个喉音/ḥ/时，便被翻译为希腊语的theta，如同Athribis＜Ḥt-ḥry-ἰb和Athur（Hathor）＜Ḥt-Ḥr这样的情况。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例外的原因是，当Ḥt-后跟随一个/t/时，这个/t/被保留下来；当t在Ḥt中是结尾时，它将被省略。埃格伯特引用了一个科普特语的例子：Atripe＜Ḥt-tз-rpyt。
(270)

 他列举的最后一个例子不是很清楚，因为希腊词汇Aθριβις在上埃及的词源几乎可以总是被确认为铭文中Ḥt-rpyt不带阴性冠词tз的词形。阿兰·加德纳推测，这是个口语表达，没有被书面记载。
(271)

 埃格伯特认为/t/是插入的成分，有时候与[image: ]
 （“土地”）连写，表示下埃及阿特里比斯（Athribis）。这些学者都没有考虑到/t/来自Ḥt-中最初的-t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真实情况出现在两种情况里：Auaris＜Ḥt-w‛rt和Aigyptos＜Ḥt-kз-Ptḥ。在这些例子中，由于埃及语中一般失去结尾的-t，/t/被省略了。虽然Athribis的情况复杂，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埃及学的正统观点在此问题上是正确的。

埃格伯特反对的第二点基本上是对第一点的重复。他将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Ḥt Nt的发音重构为*ḥVnVt，V是一个未知的元音。因此，根据他的观点，我“偷换”了位于词中的一个/t/，“偷走”了结尾的/t/。
(272)

 这个词通常被认为是神的名字，Nt中的-t由于宗教原因保留下来。埃格伯特反对的第三点是我没有解释Athēna＜Athāna第二个音节的长元音。
(273)



我相信，这些反对的观点可以通过已经证实的词形Ḥt-nṯr Nt和Ḥt-nṯr nt Nt来反驳。Ḥt和Ḥt-nṯr事实上是同义词，意为“神庙”。如前几章中提到的那样，Pr和Ht都可以用来指神以及将他们作为主神崇拜的城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德纳将这一原则应用到词形Ḥt-（tз）-rpyt上面，Ḥt-Nt可能有时候隐藏了一个Ḥt-nṯr（nt） Nt，增加了后一种词形出现的数量。中期埃及语Ḥt-nṯr（nt） Nt的发音可以根据埃格伯特使用的原则重构为*ḥV（n）ṯ（r）V（nt） nVt。我们先看一下这些辅音，Ḥt在每一个希腊语转写形式都失去了它的送气音。因此，我们将发现*V（n）ṯ（r）V（nt） NVt这个词形（V再一次是一个未知的元音）。

在第十章中，我们探讨希腊语中从nṯr演变而来的借用词，列举的例子中，辅音结构nṯr被完整地转写，如κά（νθαρ）ος与Кέ（νταυρ）ος。其他情况下，n-被省略掉，但结尾的-r保留了下来，成了VθVρ，如α̛θήρ、α̛θάρη和（κ）θαρός。还有一些词形保留了n-，但失去了结尾的-r，如’ανθος、ξάνθος和（Кα）ανθος等。
(274)

 从来没有失去的是ṯ/θ（theta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埃及语/ṯ/的转写形式）。这不仅仅是未发现失去/ṯ/的希腊词的问题，两个最初包含nṯr的科普特语复合词可以证明：henēte（“寺庙”）＜Ḥt-nṯr和hont（“异教的祭司”）＜Ḥm-nṯr（“神的仆人、祭司”）。第一个词中n-被保留下来，但是第二个词就不太清楚了。不论怎样，词中的-t-保留了下来。也有可能，Ḥt-nṯr nt Nt中nṯr的n-在地名Anthēnē中保留下来，Anthēnē位于阿戈斯地区达那俄斯登陆地点附近。
(275)



Athena中的-n-源于Ḥt Nt中的-n-，这种演变并不困难。省略结尾的-t也同样容易解释，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公元前2千纪的早期埃及语中消失了，而是因为，就Nt而言，结尾-t显然按照古代形式被保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在被同化的希腊词中不能容许结尾-t的存在。
(276)

 因此，该辅音结构应该被视为*V（n）ṯ（r）V（nt） nV。根据上述允许的规则，省略掉n-和-r，它就变成为*V（n）ṯ/θV（nt） nV。

现在来探讨一下元音。毫无疑问，Ḥt被元音化为*Ḥat。尼罗河三角洲的阿特里比斯（Athribis）在亚述文献中被翻译为Ḫa-at。
(277)

 Ḥt的所有希腊语翻译都以A-为字首。因此，在希腊语中，我们能够重构为*Vθ（n）V（nt） nV。下一个元音仍然不能确定，然而如果/r/失去，可能导致这个元音的拉长；如果先前有一个属格标记nt，这个元音可能更加拉长。

神名Nt最初元音化发音似乎应该是*Nāi̭t。约瑟的埃及妻子在《圣经》中的名字＞
 Åsənat表示出了元音的音值，这个名字可能来自埃及语n（y） s（y） Nt（“她属于Nt”）。
(278)

 柏拉图把Nt转写为Nηΐθ，表示出了元音的音量。
(279)

 Nt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被转写为Nit-或Neth，这也可以表明存在着一个带有后滑音（off-glide）最初词形*Nāi̭t。

这个滑音不经常在希腊语中出现。它没有出现在多利亚方言’Aθᾱ´νᾱ或者迈锡尼语Atana中。荷马有时会使用更为古远的词语，但不是B类线形文字中的书面语言，他使用了’Aθηναΐη。据推测，这个词最早词形是*Aθᾱναΐα。这与被重构的埃及词*haṯɣ̄Nāi̭t吻合。在希腊语中，词首的h-是不送气的，/ṯ/被转写为θ，结尾的-t被省略，因此产生了*Aθɣ̄Nᾱi̭α。来自Ḥt-nṯr（nt） Nt的词源可以消除埃格伯特对这个词源分析的三点反对意见。θ不是起源于Ḥt中的-t，而是起源于nṯr中的-ṯ-。这个词源说明，结合希腊语中不能容许结尾的齿音，可以回应他的前两点反对意见。nṯr中-r被省略，属格形容词nt中的-r有可能被省略，这可以可以解释由ā演变而来的长元音ē。


 结语

这一词源分析的语音内容并不完满，但它的语义内容被发现是完美的。Ḥt-nṯr（nt） Nt既是城市名又是神名，追溯它的词源分析可以解释这位希腊女神的名字和她的崇拜中心或崇拜城市之间的同一性。若干地点被称为Athēnai（雅典娜），雅典娜在远离阿提卡的这座城市也受到崇拜。
(280)

 雅典和雅典娜在希腊可以作为唯一的例子说明神和她的城市使用同一个名称。与纺织、神圣的衣装、盔甲、帕拉狄昂以及火焰仪式相关的崇拜仪式的类似，是如此相互交织在一起来，以至不能解释为古典时期虚构的故事。在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希腊人中普遍有一种信仰，认为这些关联都是真实的。希罗多德总是将赛斯女神称为雅典娜，柏拉图说：“……（赛斯）的创立者是一个女神，她的埃及语名称是奈斯，并且正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她的希腊语名称是雅典娜。”
(281)

 此外，帕加马的卡拉克斯的明确证据表明，雅典娜是埃及人称呼赛斯的一种方式。而且，词典编纂学者和我的批判者——埃格伯特、雅萨诺夫和努斯鲍姆都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方案，更没有说服力更强的词源分析。除非有人做到这一点，那么’Aθηναΐη起源于Ḥt-nṯr（nt） Nt的观点仍然是合理的，这个观点应该被允许继续存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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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阅本章注释37
 和Pindar Odes 13:40。在各种不同的燃烧背景里，雅典娜以赫洛提斯（Hellôtis）而闻名。法内尔乐于承认《大词源字典》（Etymologicum Magnum
 ）的12世纪作者的观点，即赫洛提斯这个名字源于闪米特语Elloti（“女神”）。参见Farnell（1895-1909，1:278）.不过，阿斯特认为这个名字源于闪米特语hll，参见Astour（1967a，139）。他引用了该词的阿卡狄亚语词形Elletu。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即一个来自埃及语srf和闪米特语srp的借用词污染了这个名字。这个闪米特语词汇指的是“火焰、热、光”，并且它的专有词义“火炬”可以在科普特语词形srrf中找到。这个词汇似乎后来被借用为希腊语词汇σέλας，即对火和火炬光辉的描述。


(78)
  参见Astour（1967a，135，269-70）。对原始印欧语*Hast her-（“星”）和闪米特语*‛ṯtar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111
 —113
 。


(79)
  Iliad
 5:741。关于青铜时代的关联，参见下文。


(80)
  关于对雅典娜和戈尔贡之间的关联的否定，参见Farnell（1895-1909，1:286-8）。


(81)
  Apollodoros，3:12.3.关于这些歧义，参见Fontenrose（1959，244-5）。


(82)
  Warren（1980-1，86）.


(83)
  Lambrou-Phillipson（1990，211，n．68）.


(84)
  参见Cline（1994，147，n．126）。


(85)
  Warren（1980-1，82-5；1981，155-67）.


(86)
  Mayer（1887，190）.参见Farnell（1895-1909，1:287）。


(87)
  关于阿娜特女神携带她的受害者的头颅的举止，参见下文。


(88)
  Pausanias，8:47.5，trans．Frazer（1898，4:433）.


(89)
  弥诺斯时期的克里特和迈锡尼时期的希腊普遍存在着向各种神献祭人牲的现象，B类线形文字文献没有否定这个可信的观点。Chadwick（1976，92）。


(90)
  Scholiast on Lycophron 1141，引自Farnell（1895-1909，1:383）。


(91)
  Scholiast on Pindar Olympian Odes 13.56，引自Farnell（1895-1909，1:388）。


(92)
  Porphyry，De Abstentia
 z.54-6 in Eusebius 4:16.有学者认为这些习俗源于迈锡尼文化，参见Hill（1940，64-6）和Bennet（1980，376-7，535）。


(93)
  Hvidberg-Hansen（1979，2:101）.


(94)
  Pettinato（1981，245-9）.


(95)
  Hvidberg-Hansen（1979，1:102-3）.


(96)
  Gardiner（1957，209）.


(97)
  关于前缀t-的讨论，参见Hvidberg-Hansen（1979，1:139-40）。


(98)
  Hvidberg-Hansen（1979，1:140）.


(99)
  Gordon（1965a，458）.


(100)
  关于这个名字的争论，参见Hvidberg-Hansen（1979，1:84，2:109-10）。文森特（Vincent）论证，‛ntḤr应该翻译为“阿娜特的恐怖”，A．Vincent（1937，27-31）。


(101)
  Helck（1962，462）.


*
 埃勒芬丁（Elephantine），大致位于今天的阿斯旺地区。——译者注


(102)
  Hvidberg-Hansen（1979，1:96）.


(103)
  Gaster（1961，318，329，353-4）.另见Hvidberg-Hansen（1979，1:89-95）。


(104)
  Hvidberg-Hansen（1979，1:89-95）．Sparagmos是否发生过或者它是否在实践上具有可能性，都存在着疑问。


(105)
  关于对来自雅典的一块希腊语—腓尼基语的石碑的描写，参见Hvidberg-Hansen（1979，1:13-4）。在这一混同之外，应该指出的是塔尼特经常被认为与朱诺（Juno）是同一个神。


(106)
  Philo in Baumgarten（1981，17-8，221）.


(107)
  Farnell（1895-1909，1:277-9）.关于与这个看法的相反观点的讨论，参见Baumgarten（1981，221）。


(108)
  Hvidberg-Hansen（1979，1:101，2:108-9）and Bennet（1980，139，141，231，374，534）.


(109)
  Fontenrose（1959，274-306，esp．300-1）。事实上，尚特莱纳没有注意到，珀尔修斯和阿波罗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类似之处：两者都是宙斯之子，和一个女伴一起漂泊。将珀尔修斯神话中的辈分混淆，这就使得达那俄（Danae）更像一个姐妹而非母亲。总而言之，“摧毁者”珀尔修斯显然是阿波罗的一个形象，非常像迦南神话谱系中的雷瑟夫（Resheph）。关于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上文第十九章。


(110)
  参见本章注释57
 。


(111)
  The Shield
 lines 225-6。弗雷泽的翻译是来自Apollodoros 2:4.2的引文。有趣的是，κάρη（“头”）在这组史诗中可能单数，也可能是复数。这句诗文可以进一步用于描述被翻译为“金光灿灿的下垂的流苏”——θύσανοι（“流苏”）。关于该词起源于埃及语ṯs（“结”）的词源分析，参见第十八章，注释39
 —40。在《伊利亚特》中，这些流苏仅限于表示雅典娜的宙斯盾的流苏，根据希罗多德（4:189）的说法，它是由剥下来的山羊皮制成。参见上文。


(112)
  ‛nt 2:8-13，trans．Israel Abrahams from Cassuto（1971，87）.在希伯来语中，yad（“手”）也经常表示“阳具”。


*
 迦梨女神是印度教中的时间与毁灭之神，武力强大，但相貌丑陋，生性嗜血，极具破坏性。关于她的著名事件是，她通过吸干血液杀死了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大魔头拉克塔维拉，因为后者每一滴血都会变成一个新的拉克塔维拉。——译者注


(113)
  关于这一材料的讨论，参见Green（1975，337-8）。


(114)
  Ugaritic text 49:26-36，trans．Gordon（1965b，202-3）.


(115)
  Isaiah 14:12-4.［引文中的中文译文来自中文《圣经》（和合本）。其中，“早晨之子”是对Shahar的意译，他是迦南神话谱系中的黎明之神，他的孪生兄弟沙利姆（Shalim），即黄昏之神；两者都是神王伊勒（El）的儿子，也是金星的不同化身。伊勒是迦南神话中的神王，生有众多的儿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雷雨神巴力·哈达（Ba’ al Hadad）、海神雅姆（Yamm）、死神莫特（Mot），以及性爱女神、嗜血的女战神、巴力的妹妹和巴力命中注定的妻子。“神众星”是对“kokabe El”的一种翻译，现代学界通常将其翻译为“拱极星”（circumpolar stars），即在星象观测中位于天球极点永远不坠落的恒星。——译者注］参见Albright（1968，201-2）。


(116)
  关于撒旦这一词汇的闪米特语词源，参见本书第十八章注释63
 。


(117)
  Book of Enoch
 ，esp．Chaps．86-7．Charles（1912，187-9）.


(118)
  Albright（1929）.关于哈索尔，参见Budge（1904 1:428-38）。［阿塔尔是早晨之神，是阿塔尔特（Athtart）的对等男神。阿塔尔特被希腊人称为阿斯塔尔忒。——译者注］


(119)
  Gilgamesh 6．Gardner and Maier（1985，148-65）.关于对不同翻译的概览，参见Fontenrose（1959，167）。


(120)
  关于这些类似之处和对它们与欧罗巴作为黄昏之星与一头公牛结成伴侣的神话之间的关联的讨论，参见Astour（1967a，135）。关于阿塔尔，参见Caquot（1958，45-60）。关于戈尔贡的美貌，参见Pindar，Pythian Odes 12:15以及Pausanias 2:21.6。


(121)
  关于这段伪尼罗斯的文字的讨论，参见Astour（1967a，180）。


(122)
  Iliad
 18:590；Plutarch，Theseus
 17-9；Diodoros Sikeliotes 6:61.


(123)
  Astour（1967a，180）以乌加里特语和英语引用了这首诗。


(124)
  Diodoros 20:14；Aubet（1993，212-5）.


*
 西腓尼基，即迦太基。——译者注


(125)
  Aubet（1993，207-16）.


(126)
  Philo of Byblos，Jacoby（1923-69，814），trans．Baumgarten（1981，244）.


(127)
  Macalister（1912，2:402-3）.关于对这一发现对文学记载的讨论，请参见Green（1975，330-4）。


(128)
  Eusebius，Preparation for the Gospel
 （bk．I.）.这部作品写于4世纪，最早对这个传说进行考查的是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在1737年做出的。关于将迦南人献祭儿童的习俗与犹太教联系起来的研究，参见Spiegel（1967）。另见Albright（1968，204-12）以及Green（1975，149-87，327-35）。


(129)
  关于这一类似之处的讨论，参见Astour（1967a，204-7）。


(130)
  Albright（1968，204-7）.


(131)
  Warren（1980-1，86）.


*
 克莫什（Khemosh），中文《圣经》（和合本）中翻译为“基抹”，乃摩押人信奉的神。——译者注


(132)
  Porphery，De Abstentia
 2:56.


(133)
  Dussaud（1921，163-73）.


(134)
  Hvidberg-Hansen（1979，1:81-105）.阿尔伯托·格林（Alberto Green）在对他的古代近东人牲研究进行总结时写道，对阿娜特以及相关女神们的进行人牲献祭的限度应该进行研究，参见Green（1975，202-3）。


(135)
  Green（1975，109-48）.


(136)
  Herodotos，2:63，170.


(137)
  Gardiner（1961，354-5）.


(138)
  Green（1975，320-1）.


(139)
  Herodotos 2:100，tr．de Selincourt（1974，166）.


(140)
  Herodotos 1:185，另见Lloyd（1988，15）。


(141)
  参见本章注释108
 。


(142)
  Katzenstein（1973，187-8）；Harden（1962，67-8）.


(143)
  Virgil，Aenead
 4，590-670；Silius Italicus，Punica
 ，7:70-180.


(144)
  Jacoby（1923-69，Frag．82，3b:566）.参见Truesdells Brown（1958，35）。


(145)
  Justin 18:6.


(146)
  Justin 18:6。


(147)
  Silius Italicas 1:81-7和Justin 18:6。关于维吉尔（Aenead
 1:441-7）描述的朱诺神庙和西利乌斯（1:81-7）描述的伊莉莎神庙之间的同一性，参见Bunnens（1979，212）。


(148)
  Movers（1841，1:607-13）；Gibert Picard（1948，256-7）.


(149)
  Harden（1962，80）.不过，该符号也与aserôt有关联，aserôt是献给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发现的一个女神的带有恐怖悬垂修饰物的一些木柱。对它们的性质的简单考查，参见De Vaux（1965，2:285-7）。


(150)
  Warren（1980-1，84-6）.


(151)
  Evans（1921-35，1:220-4，248-56）.


(152)
  2 Kings 23:7.


*
 内盖夫（Negev）位于巴勒斯坦南部地区。——译者注


(153)
  乌加里特神阿提拉特的形象远远没有阿娜特和阿斯塔尔特清楚。参见Hvidberg-Hansen（1979，1:71-80）。另见Ze’ev Meshel（1979）。


(154)
  关于伯特利的阿娜特、埃勒芬丁的阿拉姆语文献和耶利米（Jeremiah）的公开谴责，参见Grelot（1972，39-40，346-8，350-2）。另见Kraeling（1953，87-90）和Porten（1969，120）。


(155)
  Warren（1980-1，84）.关于这个类型的圣甲虫，参见Stock（1955，23-4）。


(156)
  Plato，Timaeus
 21E，tr．Bury（1929，31）.


(157)
  Plutarch，De Iside
 354C.


(158)
  帕加马的卡拉克斯（Kharax），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作品的注释者，他的这个信息被马莱引证，参见Mallet（1888，243）。［关于卡拉克斯的信息不详，阿里斯提德斯极有可能指的是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他写过一部著名的作品《圣事》（Sacred Tales
 ），该书记述了希腊在罗马统治时期的政治文化宗教方面的历史。——译者注］


(159)
  Mallet（1888，245）and El Sayed（1982，1:101-6）.


(160)
  Pausanias 12:1，trans．Frazer（1898，1:459）.关于这一崇拜的讨论与别名昂卡和昂伽之间的讨论，参见第二卷，第100—105页。


(161)
  参见第一卷，第111—112页。关于商博良对赛斯是“雅典的母城”的判断，参见他的行纪（9/14/1828），Hartleben（1909，2:64）。


(162)
  Witt（1975，96）.


(163)
  Diodoros 1:28.4，tr．Oldfather（1933，1:91）.


(164)
  Burton（1972，122）.正如她所表明的那样，该地名出现在了戈捷的著作中，参见Gauthier（1925-31，1:106），not p．104。


(165)
  这些地名，请参阅Gauthier（1925-31，5:68-90）。伯顿是相当正确地认为，词尾-t到古典时期之前便已消失。该世俗体词形是s，科普特语词形是se或si。她没有考虑到这些可能性：（1）拟古词的使用和（2）该埃及名字可能在青铜器时代便已传入希腊。


(166)
  尚特莱纳认为，这个词有可能源于一个可见于梵语vāstu的词根，但是它也发现在发音上存在着疑难。其他学者主张，它源于一个“前希腊语”词源。


(167)
  Diodoros 1:28.4-5，tr．Oldfather（1933，1:91-3）.


(168)
  Aristotle，Athenaiôn Politeia
 12:2；and Plutarch Theseus
 ，25.伯顿（213）正确地指出，埃及的等级制度不严格，并且似乎由以上的等级组成。然而，古典时期保守的希腊人对真正的世袭分工制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没有理由应该效法这一埃及制度的精髓，，更不用说保留它们了。


(169)
  参见本书第五章，注释126
 。


*
 这三个希腊语人名的拉丁化拼写分别为Petes（佩忒斯）、Kekrops（凯克洛普斯）和Erechtheus（厄瑞克透斯），他们在不同的神话传说中被视为雅典人的远古祖先。——译者注


(170)
  Burton cites Ranke（1935，1:121）.


(171)
  The scholiast of Aristides，13:95．S.


(172)
  Diodoros 1:29.1-4.


*
 帕罗斯大理石碑铭，又被称为“帕罗斯年表”（Parian Chronicle）。它因立于帕罗斯岛而得名，其中的两个残块现在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阿什摩尔博物馆。铭文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了从神话传说时代到历史时代的重要事件，起于神话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凯克洛普斯的统治时期，终于公元前264/263年。参见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52—553页。——译者注


(173)
  Burton（1972，125）；Apollodoros 3:14.7.


(174)
  Tzetzes，Ad Lycophronem
 3 in Müller（1841-70，3:639）．Burton（1972，124）.在希腊化时代，埃及人将赛斯与雅典、奈斯与雅典娜等同，可以从赛斯铸造的钱币上看出来。这些钱币上面有雅典娜像，她一只手托着一只猫头鹰，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矛。Frazer（1898，5:49）.


(175)
  Burton（1972，125）.


(176)
  Bernal（2001，388-9）.


(177)
  Diodoros 1:29.4.阿波罗多罗斯（3：15.4）提到欧摩尔波斯、欧摩尔波斯家族名称与埃塞俄比亚（“如果不是埃及”的话）之间的传说中的关联。Burton（1972，126）。


(178)
  安妮·伯顿（1972，11）主张，赛斯人在雅典建立殖民地的故事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起始于柏拉图或泰奥旁普斯。不过，基督徒弗鲁瓦德丰（Froidefond，1971，276）认为，这些故事在希罗多德时代已经流行。考虑到上文所述的礼拜仪式的类似之处，我没有理由怀疑柏拉图的观点（Timaeus 21E），即公元前6世纪，赛斯人将梭伦作为雅典的族人加以欢迎。


(179)
  Pausanias 1:2.6.


(180)
  Apollodoros 3:14.1.另见第十九章，注释216
 。关于对有关凯克洛普斯的材料的梳理，参见Frazer（1921，2:77）中的注释。


(181)
  Apollodoros 3:14.1，以及Pausanias 1:2.6。


(182)
  参见Burton（1972，122-3）。


(183)
  Herodotos 8:47.


(184)
  Apollodoros 3:14.1.


(185)
  查士丁对其进行了概述，参见Justin 2:6。


(186)
  Pausanias 1:2.6.


(187)
  Pausanias 8:2.2.


(188)
  参见雅各比（Jacoby）版的《派罗斯大理石碑铭》（Marmor Parium
 ，1904）。关于凯克洛普斯，参见line 1，Jacoby（1904，136-9）。雅各比就凯克洛普斯的统治开始的时间给出了其他古代的观点，它们在公元前2164年到公元前1556年之间变动。卡德摩斯被定位在公元前1518年，达那俄斯被定位在公元前1510年。


(189)
  Hekataios，frag．119.J.


(190)
  Kretschmer（1913，309）.


(191)
  关于曼涅托的不同版本，参见Waddell（1940，66-73）。


(192)
  第二卷，第187—273页。


(193)
  Diodoros 5:79，tr．Oldfather（1939，1:313）.


(194)
  第二卷，第178—183页。


(195)
  Lambrou-Phillipson（1990，55）；Warren（1995，3）.


(196)
  Evans（1921-35，1:287）.另见Meyer（1928-36，1:263）and Uphill（1984）。这些学者的观点如今受到了彼得·沃伦的支持，参见Peter Warren（1995，3）。


(197)
  Kemp and Merrillees（1980，15）.


(198)
  Warren（1995，3）.


(199)
  Evans（1921-35，2:pt．1，192-208）and Helck（1979，45-9）；Hooker（1976，34）and Warren（1995，2-3）.


(200)
  Crowley（1989，58-63，71-83，95-8，298）.关于透瑞斯（Thoueris）在爱琴海地区的演变，参见Weingarten（1990）。沃伦也讨论了这些影响（1995，2）.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注释35
 —38
 。


(201)
  第二卷，第224—226页。


(202)
  Warren（1995，3）.另见Warren and Hankey（1989，131-4）。


(203)
  参见第二卷，第257—269页。


(204)
  Caskey（1973，123）.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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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埃及文化杰作的壮观遗产和一个不是以百年而是以千年计算的历史使批判意识瑟瑟发抖，使批评家们屏息难言。然而，埃及文明的创造性似乎最终失败了……在这个闪耀杰作的中心，很容易感觉到它最终的贫瘠和空无一物……埃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对世界的长久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她的文明从未成功地传播到外部世界……

J．M.罗伯特《新世界历史》（2002年，第86页）

写这几卷书的目的是驳斥那些被罗伯特重复的、广泛传播的传统观点。我希望表达的是古埃及和非基督教的黎凡特都没有走入死胡同。它们通过希腊、罗马和一神论宗教文明成为西方历史至关重要的部分。

本卷是这套丛书的最后一卷。我起初设想写三卷，但是后来开始构思写四卷。现在，我又回到最初写三卷的构想上。然而，写作形式发生了改变。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我提出第二卷应该包括考古学、青铜时代文献、地名以及具有埃及语和闪米特语起源的词汇。第三卷将探讨神话的类似性。在写第二卷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有些贪婪，语言学研究需要一个独立的卷来描写。然而，我同时也在撰写神话学书稿的过程中搜集了许多材料，留下来的材料更适合写成论文而非写成书。因此，我在最后一卷中，多少局限于语言学的写作。

本卷的前几章，我探讨的是语系问题。其他学者的观点让我相信：（1）亚非语和印欧语在深层面上普遍具有亲缘关系；（2）在北部亚非语和原始—印欧语之间曾出现过词汇交换。不过，本书的重点在于几种特定的语言：一方面是埃及语和西闪米特语，另一方面是希腊语和其他语言。

我曾经探索过，亚非语对于希腊语可能有四个层面的影响：音韵、词法、句法和词汇。前两个方面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成功。作为从埃及语和闪米特语借用来的词汇，有一些音素特别是著名的词首增添字母（prothetic letters）在希腊语中变得更为常见。类似的情况是只有相对较少的希腊语形态特征起源于亚非语。埃及语虚词的传入多少影响到希腊语的句法。而且，主要的影响是在词汇，本卷的四分之三篇幅都在讨论词汇。当面对那些主张希腊词汇起源于闪米特语观点时，古典学者的回答如台词一般：“编造出几个闪米特语词源总是可能的。”我认为这些可能性完全有可能产生，因为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词根。反对传统观点的学者相信任何希腊词或者名称，如果在语音和语义上是非常松散的，那么可以认为它起源于亚非语。对此，我的反驳意见是《黑色雅典娜》各卷提出的词源一般都符合语音学的规律性。然而，我并没有尝试去创造刻板的规则，一部分是因为考虑到外来词，我们不可能在语系内建立起完全的对等。更重要的是因为，不可能在这些语言中建立起一对一的语音对应关系，并且也不能确定3000年中语言之间相互联系潜在发生的不同的语音转变。

这种灵活性并不意味着“任意发展”。比如我引用一个词和一个名称：anthrōpos（“人”）和狄奥尼索斯神。它们都是希腊文化的核心词汇，都缺少印欧语词源，但是我也无法找到亚非语词源。局限性由此产生。

此外在我研究这个课题30多年之后，我更加坚信大约有40%的希腊词汇，甚至更大比例的专有名词一定起源于亚非语言。

我无法接受传统的历史语言学家经常重复的论调，“少数可以确定的词源价值要远远超过成千上万个不能确定的词源”。这个观点推测语言X和语言Y之间没有联系，任何与之相反的观点都需要提供“证据”。我坚信根据其他原因，在文化之间存在已知的联系，虽然获得词源性质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词源数量也很重要。我相信这里提出的合理的词源以及另外一些词源应该被接受。本卷中展示的大量纷繁复杂的证据是否能使相关学科的学者信服，这是件有趣的事情。在处理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查尔斯·达尔文准确地表达了我的观点：

虽然我完全相信本卷中观点的真实性，但是我绝对没有期待说服那些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他们的思想中充满了大量公认的事实，这些事实经过漫长时间的沉积，它们与我的观点截然相反……但是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对那些年轻有为的博物学家充满信心，他们会公正地看待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








(1)
  Darwin（1889，2:295-6），转引自Kuhn（1970，151）。



词汇表

非洲（Africa）：

大陆是一大片被水环绕的陆地群，非洲符合大陆的这一标准定义。像“大陆”概念本身一样，非洲的这一定义也存在着疑问。它包括从沙漠到雨林等一系列气候，并且被许多自然界线区分开来，尽管它们在数千年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使得不同气候带要比今天更有可能相互接触。作为现代人类居住最久的大陆，非洲比世界其他所有地方加起来还要具有更广泛的基因变异。然而，语言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感到吃惊。总而言之，非洲因此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以至不会被解构。

亚非语系（Afroasiatic）：

又称闪含语系，它是一个由众多语族组成的超级语族，包括贝沙语族，柏柏尔语族，乍得语族，埃及语族，闪米特语族，奥摩语族，以及中部、东部和南部库希特语支。

阿伊努人（Ainu）：

在日本北部仍存在的民族。他们的语言被认为是亚欧语系的一个独立分支。

阿卡德语（Akkadian）：

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的闪米特语，受到苏美尔语的极大影响，大约在公元前1千纪中期被阿拉姆语代替。

字母表（alphabet）：

文字体系的专门表格，字母表中符号单独代表独一的音素。几乎所有已知的字母表都源于公元前3千纪在埃及或黎凡特产生的单一表格。相对于这一模式而言，只有非常少的字母表属于例外，但它们也产生于原初字母表的演化结果的类似事物。这一类型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爱尔兰欧甘语和朝鲜语的字母表。

阿尔泰语（Altaic）：

在中亚分布广泛的一个语系，包括土耳其语、蒙古语，可能还包括通古斯语和朝鲜语。它被认为是亚欧语系的一个独立分支。

阿姆哈拉语（Amharic）：

埃塞俄比亚使用的闪米特语，是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语言。

安纳托利亚（Anatolia）：

古代的一个地区，大约相当于现代土耳其。

安纳托利亚语族（Anatolian）：

安纳托利亚地区使用的多种印度—赫梯语，而非印欧语，已消亡。它们包括赫梯语、巴莱语、卢维语、利西亚语、吕底亚语，可能还包括卡里亚语和伊特鲁里亚语。

阿拉姆语（Aramaic）：

西闪米特语的一种，最初在现今叙利亚境内部分地区口头使用，后来成为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大约公元前1千纪中期，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取代了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等迦南语方言。它相继被希腊语和阿拉伯语所取代。

古风希腊（Archaic Greece）：

一段希腊历史时期，传统上认为它从公元前776年奥林匹克第一届运动会开始，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典时代结束。

亚美尼亚语（Armenian）：

安纳托利亚东部一个古代民族所使用的印欧语。据推测，它有时特别接近希腊语。由于最早的亚美尼亚文本只能追溯到4世纪，所以其相似处可能仅仅由于希腊语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希腊语与闪米特语言广泛接触的结果。

雅利安人（Aryan）：

这一术语源于闪米特语’ary，而’ary来自埃及语iri，即“同伴”之义。后来，人们认为波斯人将他们自己称为雅利亚（Arya），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用这一术语来指示印欧语系中印度—雅利安语或印度—伊朗语分支的使用者。这些民族在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期出现，从西北部入侵了伊朗和印度。在19世纪晚期，这一术语被用来表示专门将犹太人排除在外的“印欧族群”或“白种人”。

亚洲（Asia）：

名字源于公元前2千纪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国家——阿苏瓦（Assuwa）。在希腊语中，这一术语既用来指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也指希腊以东大海对岸的整片大陆。严格来说，亚洲和欧洲都不能算作大陆，因为它们并没有被水环绕。此外，亚洲被诸多地理屏障永久地分割开来，并且居住的民族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亚述（Assyria）：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个古代城邦或王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它最辉煌的时期是公元前2千纪末以及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其语言是阿卡德语的一种古老方言。

大西洋语族（Atlantic languages）：

非洲西部海岸一带所讲的尼日尔—刚果语系分支。其中的一支——富拉尼语（Fulani）——在许多小片区域内使用，向东最远到达喀麦隆。

原住民（autochthonous）：

当地人或土著居民。

班图语（Bantu）：

尼日尔—刚果语系的最大分支。西至喀麦隆、东至肯尼亚、南至南非的大部分区域都讲班图语。在最近3000年里，它似乎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得到使用。

公元前（BCE）：

公历纪元之前。“公元”一词参照罗马教皇格利高里历法的使用，这是现代世界最“公元”的历法。

贝沙语（Beja）：

亚非语系分支，在东部埃及和苏丹的红海沿岸地区至少在过去5000年间作为口头语言使用。

柏柏尔语族（Berber）：

属于亚非语系，一度在整个西北非地区口头使用。从埃及的西部沙漠到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它至今仍然在许多零散区域内口头使用。

良知论（Besserwisserei）：

德语词汇，意为“更加了解”（knowing better），指的是一种学术方法，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以下信念的基础上：19、20世纪历史学家们所谓的“科学”和“学术方法”使他们的结论毫无例外地超越了古代作家的结论。

《白日前往之书》（Book of Coming Forth by Day
 ）：

它更以《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
 ）一名为世人所知，这本咒语和指令的汇编用来指导亡者的灵魂度过死后生活的历程。

青铜时代（Bronze Age）：

现代术语，指青铜（通常是含锡的铜合金）用于制作工具和武器的时期。铁器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在亚洲西南部和环东地中海地区，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3500年持续到公元前1100年。在东亚和西欧，这一时代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要晚一些。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直接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

毕布勒（Byblos）：

古代港口城市，位于现今的黎巴嫩南部。它与埃及有着密切的交往，是黎凡特地区最重要的城市，直到公元前2千纪末才被西顿超越。

仿造（calque）：

对另一种语言的词汇、措辞和习惯用语的字面翻译，“snow peas”源于汉语中的xuedou（“雪豆”）是一个例子。源于汉语中的doufu或日语中的toufu的“toufu”不是仿造语而是借用语。

迦南语（Canaanite）：

一种受到古埃及语影响的闪米特语。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在地中海东部沿岸黎凡特地区的南部口头使用，公元前500年被阿拉姆语取代。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是其后最广为人知的迦南语方言。“迦南的”也被考古学家用来描述大约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100年间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的物质文明。

卡里亚语（Carian）：

安纳托利亚西南部使用的口头语言。它大概是安纳托利亚语，但有可能不属于印度—赫梯语系。字母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

中部库希特语（Central Cushitic）：

亚非语系的一个分支。在埃塞俄比亚北部被一些零散区域口头使用。

中部科伊桑语族（Central Khoisan）：

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讲科伊桑语言的一个小种群，它带有二元性特征，这种特征在哈扎语中也被发现。

陶器时期（Ceramic period）：

考古学家以陶器风格为基础重构的时代。

乍得语族（Chadic）：

亚非语系的分支，它包括从中非共和国和喀麦隆到尼日利亚北部的许多语言。

古典希腊（Classical Greece）：

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通常认为这一时期见证了希腊天才的最伟大、最“纯粹”的作品。

科尔基斯（Colchis）：

位于黑海东岸、现在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国家。

公元（Common Era）：

公历纪元。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通常使用这一术语，以避开耶元（AD）的宗派主义，耶元是耶历纪元（Anno Domini）的缩写，意为“我主之年”（in the year of our lord）。

科普特语（Coptic）：

一直使用到15或16世纪的基督教埃及语言。科普特语现在仍然是埃及基督教徒或科普特人的礼拜仪式用语。它是用希腊字母书写的，一些附带的文字源自古埃及文字的世俗体。

楔形文字（cuneiform）：

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字体系，使用钉子形状的芦苇秆摁进湿泥版写成，然后对湿泥进行烘焙。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这种文字被西南亚多种语言采用。在美索不达米亚，它在进入公元时期后仍被使用。

库希特语（Cushitic）：

亚非语系的假设分支，分布于非洲角（the Horn of Africa）地区。其语族下可见更多分支：中部、东部和南部库希特语支。

塞浦路斯音节文字（Cypriot Syllabary）：

音节文字与克里特岛的A类线形文字有间接关系，并且在塞浦路斯一直使用到希腊化时代。

（基督教的）黑暗时代［Dark Ages（Christian）］：

一个历史时期的习惯名称，介于5世纪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和“中世纪”之间，通常认为中世纪始于9、10世纪。

（希腊的）黑暗时代［Dark Ages（Greek）］：

自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宫殿陷落之后至公元前8世纪古风希腊兴起，这段时期被赋予该名称。

世俗体（Demotic）：

严格来说，世俗体自公元前7世纪以后在埃及使用，它源于象形文字。这一术语也用来描述此时期的埃及语言。如果词首字母未被大写，无论何时何地，此词都代表普通人所说的语言。

齿音（dentals）：

舌头抵住牙齿形成的辅音，例如/d/和/t/。

义符（determinative）：

象形文字中表示一个词语的意思而非它的读音的字符。

传播论（diffusionism）：

文化特征可以从一种文化传播给另一种文化的理论，它是孤立主义的反义词。另见修正的传播论主义。

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keliotes）：

西西里岛的希腊历史学家（约公元前80年—公元前20年），以其著作《历史文库》而闻名。

多利安人（Dorians）：

来自希腊半岛西北部的一个希腊部落，在公元前12世纪侵占了南部希腊的大部分地区。

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

可能起源于诺斯特拉语系，最初从伊朗到印度一带讲该语。当代最著名的达罗毗荼语是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至今在印度南部仍然流行。已消亡的埃兰语可能是达罗毗荼语的一个分支，在美索不达米亚东部使用过。

青铜时代早期（Early Helladic）：

一个陶器时期，该名称适用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间的希腊大陆。

弥诺斯早期（Early Minoan）：

一个陶器时期，该名称适用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间青铜时代早期的克里特岛。

东部库希特语（East Cushitic）：

亚非语系的分支，分布在南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其中最著名的是索马里语。

埃卜拉（Ebla）：

叙利亚的一座古代城市，20世纪70年代首次被发掘。公元前2500年前后，它是一个主要王国的中心，这个王国与从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并且有可能到安纳托利亚等地区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

埃卜拉语（Eblaite）：

埃卜拉的语言，一种独特的闪米特语言，可以被有效地视为迦南语的间接前身。

埃及语（Egyptian）：

在本卷中，该词不是指现代埃及使用的阿拉伯语，而是指古代埃及的语言。它是亚非语系的一个独立分支。它被划分为许多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约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2400年间古王国使用的古埃及语和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750间年中王国使用的中期埃及语。此后的1500年间，它一直是官方的书面语言。“埃及语”没有获得许可时，它指的便是中期埃及语。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期晚期埃及语在上埃及口头使用，其后它在公元前1570年—公元前1200年间的新王国成为民族语言（national speech）。直到新王国时期结束时，它才用于书写。关于该语言的其后阶段，见世俗体（Demotic）和科普特语（Coptic）
 。

埃兰（Elam）：

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和伊朗南部的古代文明，存在于公元前4千纪至大约公元前300年间。

埃兰语（Elamite）：

埃兰的语言。一些学者把它与达罗毗荼语相联系；其他学者把它与印度的蒙达语和东南亚的孟—高棉语（Mon-Khmer）联系在一起。

埃塞俄比亚（Ethiopia）：

埃塞俄比亚是希腊人对那些居住着皮肤比自身黑的族群的地区的称呼，例如非洲大部分地区和埃兰。从4世纪开始，其范围被限定到现代埃塞俄比亚北部。

埃塞俄比亚语（Ethiopic）：

现代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境内各种闪米特语言的总称。这些语言包括吉兹语（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教派使用的古代语言）、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语言）、提格里尼亚语（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北部的语言）以及南部的古拉格语（Gurage）。某些埃塞俄比亚语仍保留着原始闪米特语（Proto-Semitic）的古老词形。

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

古代意大利中部的文明。希腊和罗马作家通常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吕底亚。伊特鲁里亚语言没有被很好地识读，它有可能是安纳托利亚语。在离土耳其海岸不远的利姆诺斯岛发现的碑铭上，有一种与伊特鲁里亚语关系极为密切的语言和文字。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伊特鲁里亚文明深受腓尼基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它转而又构成罗马文化的一个主要元素。

亚欧语（Euroasiatic）：

假设的超级语族。它包括印欧语族、乌拉尔语族、阿尔泰语族、朝鲜语、日语、阿伊努语、通古斯语、尤卡基尔语和因纽特语。亚欧语系被视为诺斯特拉语系的一个分支。

欧洲（Europe）：

希腊地理学家想象出来的三块大陆之一。它的名字源于某些闪米特语词根‘ereb（日落或西方）。作为亚欧大陆边缘复杂的海岬综合体，欧洲不符合大陆的标准定义。

古兹语（Ge‛ez）：

已经证实的大多数古代埃塞俄比亚使用的闪米特语，今天仍在教会礼拜仪式上使用。

发生学的（Genetic）：

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是指它们被据推测来自同一个祖先。例如，法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有发生学关系。因为尽管它们之间有很多差异，但都源自罗马军队中所用的“通俗”（Vulgar）拉丁语。英语虽不是源自这一语言族群，但是它与这些语言有着较深的发生学关系，因为它们都是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简写为“PIE”）的分支。

格鲁吉亚人（Georgian）：

从最初起便居住在高加索中部地区的族群。格鲁吉亚语隶属于南高加索语族。

哈扎（Hadza）：

民族名称，该民族居住在坦桑尼亚，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这种语言是科伊桑语族的一个偏远分支还是一个独立的语种，学界尚有争议。

哈梯（Hatti）：

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古代名称。

哈梯语（Hattic）：

哈梯地区说一种非印度—赫梯语。

豪萨语（Hausa）：

乍得语中最西部且使用最广泛的分支，它是尼日利亚北部的主要语言。

希伯来语（Hebrew）：

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在以色列、犹大王国和摩押王国口头使用的迦南语方言。由于宗教原因，它经常被视为独特的语言。现代希伯来语起源于19世纪希伯来语的复兴，在此前的2000年中，希伯来语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于宗教用途。

古希腊的（Hellenic）：

希腊的（Greek）或说希腊语的，但它与北部希腊的色萨利有着特殊的联系。自18世纪晚期以来，该词与高贵和北部雅利安“血统”有了诸多联系。

希腊化的（Hellenistic）：

该词是对东地中海世界出现的希腊与“东方”融合文化的蔑称，时间上为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到公元前1世纪这一地区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僧侣书写体（Hieratic）：

埃及的草书文字，与写在纸草（papyrus）上的象形文字有着相同的书写原则。

赫梯（Hittite）：

公元前2千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帝国。它的安纳托利亚语言最初用楔形文字来书写，后来使用自己的象形文字体系来书写。

胡里安人（Hurrian）：

公元前3千纪和公元前2千纪间居住在叙利亚和东部安纳托利亚的一个民族。其语言与后来的乌拉尔图（Urartu）王国使用的语言相关，似乎属于东北部高加索语族，目前在车臣（Chechen）和英古什（Inguish）仍存在。

希克索斯人（Hyksos）：

来自东北方向的侵略者，他们在公元前1725年—公元前1575年间统治埃及大部分地区。多数希克索斯人讲的似乎是西部闪米特语，但好像也有一部分希克索斯人讲胡里安语，甚至印度—雅利安语。

印度—雅利安语（Indo-Aryan）：

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被伊朗和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居民使用了数千年。

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印度—赫梯语系的一个分支，几乎包括所有欧洲语言和印度—雅利安语以及吐火罗语。虽然弗里吉亚和亚美尼亚位于安纳托利亚，但是它们属于印欧语系而非印度—赫梯语系的安纳托利亚语分支。

印度—赫梯语系（Indo-Hittite）：

语系名称，包括安纳托利亚语和印欧语两个分支。有时它被视为亚欧语系的分支，最终被视为诺斯特拉语系的分支。

屈折语（inflected languages）：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曲折变化（infection）来使用的语言，诸如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等。所谓曲折变化，即通过词形和词法的变化而非语法和词序的变化来传达意义。

齿间音（interdentals）：

舌头放在上下牙齿之间形成的辅音，例如/th/。

爱奥尼亚人（Ionians）：

中部希腊部落族群，在来自北方的征服中幸存下来。一些爱奥尼亚人迁徙到了安纳托利亚西海岸地区。

铁器时代（Iron Age）：

青铜时代之后的时代，在铁器时代，大多数工具和武器是由铁制成。在希腊，这一术语往往是一个专有名词，指铁器替代青铜器后的最初数个世纪；正如后来的时代，它们要么以陶器风格来命名，要么以史书来命名。

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s）：

诸如希伯来语、汉语或者英语等语言。它们极少有或没有曲折变化，而是依靠语法或词序传达意义。

孤立主义（isolationism）：

认为文化不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根本影响的观点。与传播主义相对立。

南高加索语族（Kartvelian）：

一支高加索语系，最著名的是格鲁吉亚语。它可能是诺斯特拉语系的一个古老分支。

科伊桑语/克瓦桑语（Khoisan）：

非洲语族，南部非洲狩猎—采集族群所讲的语言，生活在坦桑尼亚偏远地区的露宿族群桑达韦人（Sandawe）和哈扎人（Hadza）可能也讲科伊桑语。

唇音（labials）：

由嘴唇发出的辅音，例如/b/和/p/。

圆唇软腭音（labiovelars）：

由圆唇完成的软腭音，例如英语中的/qu/。

喉音（laryngeals）：

由喉部或作为整体的咽喉部发出的声音。更确切地讲，它们可以分为软腭摩擦音（velar fricatives）/ḫ/和/ǵ/、咽音（pharyngeals）/ḥ/和/ʽ/和狭义喉音（laryngeals）/ʾ/和/h/。除了/ǵ/存在于埃及语之外，所有这些喉音都存在于古代闪米特语中，还有一两个存在于安纳托利亚语中。它们几乎全部不存在于印欧语中，/h/的存在非常偶然。

青铜时代晚期或迈锡尼时期（Late Helladic or Mycenaean）：

大约公元前1675年—公元前1110年间希腊大陆的陶器时期。

弥诺斯晚期（Late Minoan）：

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675年—公元前1450年。当大陆的希腊人或迈锡尼人统治克里特岛时，这一时期结束。

利姆诺斯岛（Lemnos）：

爱琴海东北部一座岛。存在着一种与伊特鲁里亚语相关联的非印欧语，它一直被使用到古典时期。

黎凡特（Levant）：

这一术语自中世纪开始使用，泛指东方或专指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A类线形文字（Linear A）：

公元前2千纪，希腊文在克里特岛流行之前，在该岛和其他地区使用的带有义符的音节文字。在克里特岛东部，这种线形文字如果没有流传到希腊化时代的话，它似乎至少在古典时代仍存在。

B类线形文字（Linear B）：

以A类线形文字为原型衍生出来的带有限定词的音节文字，用来书写希腊语。经证明，这种文字产生于公元前17世纪或者可能更早期。

流音（liquids）：

流动的辅音，诸如/l/和/r/。

借用词/外来词（loan）：

指无论词意还是语音均来自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例如，“kedgeree”来自北印度语khichri（意即“用米饭、黄油、洋葱和其他调味品做出的烩饭”）或“just”来自法语juste。认为“loan”和“borrowing”两个词汇在语言学上的使用不过是短暂的做法，这种观点容易误导人。这不过表明19世纪早期的语言学家对他们所见到的对本土纯净语言的玷污所表现出来的厌恶。

利西亚（Lycia）：

安纳托利亚南部一个古代地区。已消亡的利西亚语是赫梯语系的非直接派生语支。以利西亚语书写的字母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

吕底亚（Lydia）：

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一个古代地区。吕底亚语属安纳托利亚语族。大多数古代作家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吕底亚。用利西亚语书写的字母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之间的平原。或多或少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

音位转换（metathesis）：

语言中辅音或元音位置的交替或转换。例如在“ask”和“aks”的交替中可以听到音位变换。

青铜时代中期（Middle Helladic）：

大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75年希腊大陆的陶器时期。

中王国时期（Middle Kingdom）：

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1750年埃及历史时期，包括第十一王朝、第十二王朝和第十三王朝。

弥诺斯中期（Middle Minoan）：

大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75年间克里特岛的陶器时期。

弥诺斯文化（Minoan）：

现代名称，由阿瑟·埃文斯定名，它来自传说中的克里特国王弥诺斯之名。该词用于表示大约公元前1450年操希腊语的族群到来之前的克里特岛上的青铜时期文明。

修正的传播论（modified diffusionism）：

认为文化可以通过外来文化被改良或改造的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变化只有在与当地文化经过相当程度的相互作用时才会出现。

一元论（monism）：

在本卷中，“一元论”用来描述认为事物和过程往往具有单一起因的观念。

单源论（monogenesis）：

单一来源的观点。本卷中主要限于人类和语言。与多元论相对。

词素（morpheme）：

语言学中最小的语义单位。

词法（morphology）：

词汇的变化，词汇通过它来表达数量、格（case）、时态（tense）或暂时的形态（temporal aspect）。

迈锡尼（Mycenae）：

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阿尔戈斯（Argos）附近的城市，以希腊青铜时代晚期领袖城市而闻名。

迈锡尼文化（Mycenaean）：

首先在迈锡尼发现的青铜时代晚期的物质文化名称。由此延伸，“迈锡尼文化”用来指该时代作为整体的希腊文化。

纳得内语（Nadene）：

假设的古代超级语族，其分支包括东北高加索语、汉藏语和美印语中的萨巴斯卡语（Athabascan）和纳瓦霍语（Navaho）。它也被认为与同巴斯克语（basque）和诺斯特拉语有关系。

鼻音（nasals）：

由鼻腔发出的辅音，诸如/m/和/n/。

新巴比伦（Neo-Babylonia（n））：

由巴比伦统治着的大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帝国，时间是自公元前600年亚述帝国衰落至大约60年后波斯帝国崛起。

东北高加索语（Northeast Caucasian）：

纳—得内语的分支，胡里安语和乌拉尔图语似乎属于这一语系，现代代表语言是车臣语和英古什语。

诺斯特拉语（Nostratic）：

假设的超级语言家族，可能起源于纳—得内语。它包括亚欧语系、亚非语系，还可能包括南高加索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

古王国时期（Old Kingdom）：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间从第三王朝到第六王朝的埃及强盛时期。

佩拉斯吉人（Pelasgians）：

根据古典的说法，佩拉斯吉人是希腊最早的居民。

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

公元前6世纪中期由居鲁士（Cyrus）大帝创建，控制着亚洲西南部、埃及和爱琴海大部分地区，直到被希腊城邦同盟击退。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它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

非利士人（Philistines）：

来自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的一个民族，公元前13和前12世纪时侵入黎凡特并进攻埃及。

腓尼基（Phoenicia）：

分布于从黎巴嫩起到巴勒斯坦北部的滨海城市群。最著名的是毕布勒、推罗和西顿。整个古代，腓尼基都指代这一地区。但是，它通常是指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750年间这些城市的财富和实力处于鼎盛的时期。腓尼基语像希伯来语一样，是迦南语的一种方言。虽然该字母体系经常被说成腓尼基人的发明，但是它可能在“腓尼基”时代很久之前就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了。

音素（phoneme）：

用来区别具有不同含义词汇的语言学符号。

弗里吉亚（Phrygia）：

安纳托利亚北部的一个地区。弗里吉亚语不是安纳托利亚语而是印欧语。

象形文字（pictogram）：

把被标示的对象用图画出来或直接表现出来的文字。

多源论（polygenesis）：

认为存在多个来源的观点，尤其是人类和语言。与单源论相对。

词首添音（prothetic or Prosthetic）：

放在单词词首的元音，以替换丢失的辅音或避免出现某几个词首辅音。避免双辅音时尤其普遍。

托勒密文化（Ptolemaic）：

托勒密时期的埃及文化的名称。

托勒密（Ptolemy）：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在埃及夺取权力的将军的名字。他的后代差不多在埃及统治了300年，直到公元前30年被罗马的奥古斯都征服。

布匿（人）（Punic）：

生活在西地中海的腓尼基人的拉丁语名称，尤其指称这些腓尼基人的领袖城市迦太基。在公元前1千纪中期，在腓尼基人在东地中海被阿拉姆人和希腊人在东地中海取代之后，他们在西地中海作为“布匿人”继续存在。

词根（root）：

一个单词在其他所有部分被去除后留下的本质固定的部分。

塞琉西王朝（Seleucid）：

亚历山大的将军塞琉西（Seleukos）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王朝。

语义的（semantic）：

与意义和含义相关的。

闪米特语（Semitic）：

亚非语系的分支，包括吉兹语、其他埃塞俄比亚和南阿拉伯语言、阿拉伯语、阿卡德语、埃卜拉语、迦南语和阿拉姆语。闪米特语似乎起源于红海南岸。

咝音（sibilants）：

带有咝咝声音的辅音，例如/s/、/š/、/sˌ/和/z/。

西顿（Sidon）：

古代腓尼基城市，供奉海神希德（ṣid），西顿的鼎盛（apogee）出现在铁器时代最早期。因此，“西顿人”经常在荷马史诗和《圣经》的前几卷中被用来指称腓尼基人。公元前9世纪时，它的霸权被推罗摧毁。

石柱（stele）：

带有雕刻图案或铭文的立石。

词干（stem）：

源自词根的文字形式，通过对词根进行元音化或添加前缀、中缀和后缀来完成。

塞音（stop）：

完全辅音，发音时呼吸阻断，例如/b/、/p/、/d/、/t/、/g/和/k/所代表的发音。

闪米特人（Sumerian）：

公元前5千纪和公元前4千纪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既不是亚非语也不是印度—赫梯语，在语音逐渐消失后的千年之中，该语言成为书写用途和地位标志。

音节文字（syllabary）：

表现音节而非单个字母的文字体系。它们通常遵循辅音—元音模式。最著名的当代音节文字表是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

语法（syntax）：

字词的顺序。

神谱（theogony）：

诸神的世系或诞生。它是若干诗歌的名称和主题，其中以赫西俄德所著《神谱》最为著名。

锡拉岛（Thera）：

克里特岛北部70公里处的火山岛。在公元前17世纪中期，它经历过一次火山大爆发。

吐火罗语（Tokharian）：

印欧语系的分支，其中的三种语言在1千纪时仍然被居住在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族群使用。吐火罗语和欧洲的印欧语带有许多共同特征，而在印度—雅利安语中不存在。因此，吐火罗语为认识早期印欧语的特征提供了关键信息。

推罗（Tyre）：

古代腓尼基城市。虽然建立在公元前2千纪前，但其财富和荣誉的鼎盛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期间。即使在公元前333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后，它仍然是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乌加里特（Ugarit）：

叙利亚海岸的主要港口。据20世纪中期发掘出的档案记载，它始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该档案还提供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信息。

乌加里特语（Ugaritic）：

在乌加里特使用的西闪米特语言。它以字母铭文的形式被记载在该城市中发现的许多碑上。

乌拉尔图（Urartu）：

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位于南部高加索的一个王国。其语言与胡里安语和现代东北部高加索语相关联。

软腭音（velars）：

舌头置于口腔后部形成的塞音，例如/g/和/k/。

元音化（vocalization）：

往辅音结构中添加元音。



带有亚非语词源的希腊语词汇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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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arkhos，阿里斯塔科斯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Armenian，亚美尼亚语

Artemis，阿耳特弥斯

Arya（n），雅利安

Aryan Model，雅利安模式

Ascoli，Graziado Isaia，格拉齐亚多·以赛亚·阿斯科利

Ašerah，阿舍拉

Asklepios，阿斯克勒庇俄斯

Assmann，Ernst，恩斯特·阿斯曼

Assmann，Jan，扬·阿斯曼

Astar（te），阿斯塔尔（特）

Asterios，阿斯特里俄斯

Astour，Michael，迈克尔·阿斯特

Athena，雅典娜

Athenaios，阿忒那俄斯

Atum，阿图姆

Ausnahmslosigkeit der Lautgesetze，语音法则无例外

Austin，Norman，诺曼·奥斯丁

Austronesian，奥斯特罗尼西亚语

Avestan，阿维斯塔语



Ba，巴

Badarian，巴达里语

Baghdad，巴格达

Baines，John，约翰·贝恩斯

Bantu，班图语

Barb，A．A．，巴布

barley，大麦

Barthélemy，Jean-Jacques，让—雅克·巴泰勒米

Basque，巴斯克语

Bates，Oric，奥里克·贝茨

Beckerath，J．von，冯·贝克拉特

Beekes，Robert，罗伯特·贝克斯

Behemoth，巨兽

Beja，贝沙语

Beloch，Julius，尤利乌斯·贝洛赫

Bender，Lionel，莱昂内尔·本德

Benfey，Theodore，西奥多·本菲

Bennet，Carl O．，卡尔·O．贝奈斯

Bentley，Richard，理查德·本特利

Benveniste，Émile，埃米尔·本维尼斯特

Bérard，Victor，维克托·贝拉尔

Berber（s），柏柏尔语

Bēs，贝斯（神）

biconsonantal，双辅音的

Bietak，Manfred，曼弗雷德·比塔克

Bing，Peter，彼得·宾

Birch，Samuel，塞缪尔·伯奇

Blažek，Václav，瓦克拉夫·布莱泽克

Blegen，Carl，卡尔·布利根

Blench，Roger，罗杰·布伦奇

blue eyes，蓝眼睛

Bochart，Samuel，塞缪尔·博沙尔

Boisacq，Émile，埃米尔·博伊萨克

Bomhard，Allan，阿兰·博姆哈德

Bonnet，Hans，汉斯·博内


Book of Coming Forth by Day（Book of the Dead）
 ，《亡灵书》），《白日前往之书》

Bopp，Franz，弗朗茨·葆朴

Botticelli，波提切利

Bovidian，博维迪安人

Brooks，Alison，艾莉森·布鲁克斯

Brosman，Paul，保罗·布罗斯曼

Brown，John Pairman，约翰·佩尔曼·布朗

Brugmann，Karl，卡尔·布鲁格曼

Brugsch，Heinrich，海因里希·布鲁格施

Burkert，Walter，沃尔特·伯克特

Burton，Anne，安妮·伯顿

Bury，J．B．，伯里

Butzer，Karl，卡尔·布策尔

Bw
 äžžä，巴扎

Byblos，毕布勒



Caland’s Law，卡兰德法则

Calice，Franz，弗朗茨·卡利切

calquing，语义转借

Camps，G．，G．坎普斯

Canaanite，迦南语：定义（defnition）；起源（origins）

Capsian，卡普萨语

Caria（n），卡里亚（语）

Carpenter，Rhys，里斯·卡彭特

Cartledge，Paul，保罗·卡特利奇

Çatal Hüyük，加泰土丘

Cavalli-Svorza，Luigi，路易吉·卡瓦利—斯沃尔扎

centaurs，马人（部落）

Černy，Jaroslav，雅罗斯拉夫·切尔尼

Chad，Lake，乍得湖

Chadic（languages），乍得语

Chadwick，John，约翰·查德威克

Champollion，Jean-François，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Chang Tsung-tung，音译，张聪东

Charles-Picard，Gilbert，吉尔伯特·查尔斯—皮卡尔

Chechen，车臣语

child sacrifce，献祭儿童

Childe，Gordon，戈登·柴尔德

Chinese，汉语

Chomsky，Noam，诺姆·乔姆斯基

Chukchi，楚克奇语

Cicero，西塞罗

Cintas，Pierre，皮埃尔·辛塔斯

Clackson，James，詹姆斯·克拉克森

Clapham，L．R．，克拉彭

Clark，J．Desmond，J．德斯蒙德·克拉克

Clement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

Cohen，David，大卫·科恩

Cohen，G．L．，科恩

Cohen，Marcel，马塞尔·科恩

Collinge，N．E．，科林奇

Cologne school，科隆学派

Condillac，Etienne，埃蒂安·孔迪拉克

Cook，Erwin，欧文·库克

Crowley，Janice，珍妮特·克罗利

Crum，Walter，沃尔特·克拉姆

Cuny，Albert L．M．，阿尔伯特·L．M．库尼

Curtius，Georg，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

Cushitic，库希特语

Cushitic，库希特语：东部（East）；中部（Central）；南部（South）

Cyclad（ic），基克拉泽斯（语）

Cyprus，塞浦路斯



Dahalo，达哈罗语

Danaos，达那俄斯

Daniel，Constantin，康斯坦丁·达尼埃尔

Darwin（ian），达尔文（的）

Davison，J．A．，戴维森

De Santillana，Giorgio，希奥尔希奥·德—桑蒂利亚纳

defnite article，定冠词

Degérando，Joseph-Marie，约瑟夫—马里耶·德格兰多

Deir el Bahri，代尔巴赫里

Delbruck，Berthold，贝特霍尔德·德尔布鲁克

Delos，提洛岛

Delphi，德尔斐

Demeter，得墨忒耳

demon（s），鬼灵

Dennis，G．，丹尼斯

Dévaud，Eugene，尤金·德沃

Diakonoff，I．M．，迪亚克诺夫

Diderot，Denis，丹尼斯·狄德罗

Dido，狄多

Dietrich，D．C．，迪特里希

Diodoros Sikeliotes，狄奥多罗斯

Diogenes of Babylon，巴比伦的狄奥根尼

Diogenes Laertius，狄奥根尼·拉尔修

Dionysos，狄奥尼索斯

Diop，Cheikh Anta，谢赫·安塔·迪奥普

distinct phonetic treatments，独特的语音学研究

Dixon，Robert，罗伯特·迪克逊

Dodds，E．R．，多兹

Dodona，多多纳

Dolgopolsky，Aharon，阿哈龙·多尔戈波尔斯基

Dravidian，达罗毗荼语

Drews，Robert，罗伯特·德鲁斯

Dumézil，Georges，乔治·杜梅齐尔

Durant，Will and Ariel，威尔·杜兰和艾利尔·杜兰

Dussaud，René，勒内·迪索



Ebla（ite），埃卜拉（语）

Edel，Elmar，埃尔马·阿德尔

Edwards，Ruth，鲁思·爱德华兹

Egberts，Arno，阿诺·埃格伯特

Egyptian language（origins），埃及语（起源）

Ehret，Christopher，克里斯多夫·埃赫雷特

Eileithyia（i），厄勒提亚语

Elam（ite），埃兰（语）

Elderkin，Derek，德里克·埃尔德金

Eleusinian Mysteries，埃琉西斯秘仪

Eliade，Mircea，米尔恰·伊利亚德

Ellenbogen，Maximillian，马克西米利安·埃伦博根

Elmolo，埃尔墨鲁（人）

El Sayed，Ramadan，拉马丹·厄勒·赛义德

emphatics，重读

English（dialects），英语（方言）

Epipaleolithic，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的

Erekhtheus，埃瑞克透斯

Erichsen，W．，埃里克森

Eritrea，厄立特里亚

Erman，Adolph，阿道夫·埃尔曼

Ernout，A．，埃尔努

>Esmu
 n，伊斯穆恩

Ethiopia，埃塞俄比亚

Etruscan（s），伊特鲁里亚语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

Euroasiatic，亚欧语系

Europa，欧罗巴

Evans，Arthur，阿瑟·埃文斯

explosions，爆破音：亚非语系（Afroasiatic）；语言学的（linguistic）



Farafra，法拉弗拉

Farnell，L．R．，法内尔

Faulkner，Raymond，雷蒙德·福克纳

Fayoum，法尤姆

Fecht，Gerhard，格哈德·费希特

Fick，August，奥古斯特·菲克

Finland，芬兰

Finley，Moses，摩西·芬利

Fleischer，H．L．，弗莱舍尔

Fodor，Istvan，伊斯万·福多尔

Fonterose，Joseph，约瑟夫·方滕罗斯

Foucart，Paul，保罗·富卡尔

Fournet，Jean-Luc，让—吕克·富尔内

Franks，弗兰克斯

Frazer，James，詹姆斯·弗雷泽

French vocabulary，法语词汇表

fricative laterals，边擦音

Fulani（Fulbe），富拉尼语（富尔贝语）



Gaelic，盖尔语

Gamkrelidze，Thomas V．，托马斯·V．加姆克列利茨

Gardiner，Alan，阿兰·加德纳

Gaster，Theodore，西奥多·加斯特

Gauthier，Henri，亨利·戈捷

Ge’ez，古兹语

Gelb，I．J．，盖尔布

Gell，William，威廉·盖尔

gender，词性：主动语态—被动语态（active-inactive）；与性别相关的（sex linked）

“genii”，“姬妮”

geological（modeling），地质学的（构型中的）

Georgian，格鲁吉亚语

Gimbutas，Marija，玛利亚·金布塔斯

glottalics，声门音

glottochronology，词源统计分析法

Goodenough，W．H．，古迪纳夫

Gordon，Cyrus，赛勒斯·戈登

Gorgon，戈尔贡

Gothic，哥特语

Gould，Stephen J．，斯蒂芬·J．古尔德

Grapow，Hermann，赫尔曼·格拉波

Graves，Robert，罗伯特·格雷夫斯

Greenberg，Joseph，约瑟夫·格林伯格

Grimal，Nicholas，尼古拉斯·格里马尔

Grimm，Jacob，雅各布·格林姆

Griffith，R．Drew，德鲁·格里菲斯

Griffiths，Gwyn，格温·格里菲斯

Guanche，关契斯语

Gunn，Battiscombe，巴蒂斯科姆·冈恩

Gurage，古拉格语



Hadad，哈达德

Hadza，哈扎语

Halevi，Judah，犹大·哈勒维

Haley，J．，黑利

Hamp，Eric，埃里克·汉普

Hampe，Roland，罗兰·汉普

Hani，Jean，让·阿尼

harpoons，uniserial，单列鱼叉

Harran，哈兰

Harris，Zelig S．，齐利格·S．哈里斯

Harrison，Jane，简·哈里森

Hassan，Fekhri，费赫瑞·哈桑

Hathor，哈索尔（神）

Hattic，哈梯语

Hausa，豪萨语

Hebrew，希伯来语：作为源语言（as original language）；对外来语的处理（treatment of foreign words）

Hekataios of Abdera，阿布德拉的赫卡泰奥斯

Hekataios of Miletos，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

Helck，Wolfgang，沃尔夫冈·黑尔克

Helios，赫利俄斯

Hemmerdinger，Bertrand，贝特朗·埃梅丁格

Hephaistos，赫淮斯托斯

Herakles（Hercules），赫拉克勒斯

Heraklides of Pontos，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

Hermes，赫尔墨斯

Hermetica，赫尔墨提卡

Herodotos，希罗多德

Hesiod，赫西俄德

Hesykhios，赫西基奥斯

Hetzron，Robert，罗伯特·赫茨伦

Hippocrates，希波克拉底

hippopotami，河马

Hittite，赫梯语

Hoberman，Robert，罗伯特·霍伯曼

Hoch，James，詹姆斯·霍克

Hodge，Carleton，卡尔顿·霍奇

Hoffmann，O．，霍夫曼

Hoffmeier，James Karl，詹姆斯·卡尔·霍夫梅尔

Holocene，全新纪

Host-Warhaft，Gail，盖尔·霍斯特—瓦哈夫特

Homer，荷马

honey，bees，蜂蜜

Hopper，Paul，保罗·霍珀

Horapollo，霍拉波罗

horns，号角

Hornung，Eric，埃里克·霍尔农

Horsiesis，霍尔希西斯

Horus，荷鲁斯

Hudson，G．F．，哈德森

Humboldt，William von，威廉·冯·洪堡

Hungarian，匈牙利语

Hurrian，胡里安语

Hvidberg—Hansen，F．O．，维德伯格—汉森

Hyakinthiáos，许阿铿提亚节

Hyksos，希克索斯


Hymn to the Delian Apollo
 ，献给提洛岛的阿波罗的圣诗

hyper-families，超级语系



Iamblikhos，伊安布利库斯

Ice Age，冰河时代

Idalion，伊达里昂

Ik，伊克

Illich-Svitich，Vladislav，弗拉季斯拉夫·伊里奇—斯威第奇

Imhotep，伊姆霍特普

Indo-Aryan（Iranian）origins，印度—雅利安（伊朗）语起源

Indoeuropaisch，印欧语

Indo-European origins，印欧语起源

Indogermanisch，印度日耳曼语

Indo-Hittite origins，印度—赫梯语起源

Inuit，因纽特语

Irish，爱尔兰语

Ishango，伊桑戈

Isis，伊希斯

Ivanov，Vjačeslav，雅克斯拉夫·伊万诺夫



Jablonsky，Paul Ernst，保罗·恩斯特·雅布隆斯基

Japanese，日语

Jasanoff，Jay，杰伊·雅萨诺夫

Jephtah，耶弗他

Jernstedt，P．V．，耶恩斯泰特

Jōmon，（日本）绳文

Jones，William，威廉·琼斯

Josephus，约瑟夫斯

Joüon，Paul，保罗·茹翁



Ka，卡

Kadmos，卡德摩斯

Kalahari，喀拉哈里

Kalauria（n amphictiony），卡劳利亚（近邻同盟）

Kallimakhos，卡利马科斯

Kamerzell，Frank，弗兰克·卡摩泽尔

Kanōp/bos，卡诺普斯

Kaplony，Peter，彼得·卡普洛尼

Kartvelian，南高加索语

Karum Kanesh，卡鲁姆卡内什

Kas（Ulu Burun），卡斯（即乌鲁·布伦）

Katanda，卡坦达

Kaufman，Terrence，特伦斯·考夫曼

Kawi（Old Javanese），卡威语（古爪哇语）

Keberan，克贝兰

Kees，Hermann，赫尔曼·凯斯

Keita，Shomarka，肖马卡·凯塔

Kekrops，凯克洛普斯

Keller，O．，凯勒

Kemp，Barry，巴里·肯普

Kenya，肯尼亚

Kerns，John，约翰·克恩斯

Kharax of Pergamon，帕伽马的卡拉克斯

Khartoum，喀土穆；Mesolithic，中石器时代的；Neolithic，新石器时代的

Khazars，卡扎尔语

Khoisan，科伊桑语

kidneys，肾脏

Kitto，H．D．F．，基托

Klein，Ernest，欧内斯特·克莱因

Knossos，克诺索斯

Koenen，Ludwig，路德维希·克嫩

Kongo-Saharan，刚果—撒哈拉语

Konkani，孔卡尼语

Kordofan，科尔多凡

Korean，朝鲜语

Krappe，A．H．，克拉佩

Kretschmer，Paul，保罗·克雷奇默

Kristeller，Paul O．，保罗·O．克里斯蒂勒

Kurgan culture，库尔干文化

Kyrene，库瑞娜



labiovelars，唇软腭音：埃及语（Egyptian）；希腊语（Greek）；闪米特语（Semitic）

Lagarde，Paul，保罗·拉加德

Lakedaimon，拉西第梦

Lakonia（n），拉科尼亚（语）

Lambrou-Phillipson，C．，朗布鲁—菲利普森

Landau，Oscar，奥斯卡·兰道

language families，语族

language of the gods，诸神的语言

Laroche，E．，拉罗什

laryngeals，喉音

Latin origins，拉丁语起源

Laurion，劳利昂

lead isotope analysis，铅同位素分析

Leake，William Martin，威廉·马丁·利克

Lefkowitz，Mary，玛丽·莱夫科维茨

Lejeune，Michel，迈克尔·勒琼

Lesko，Leonard H．，伦纳德·H．列斯科

Leskien，August，奥古斯特·莱斯金

Leslau，Wolf，沃尔夫·勒斯劳

Leto，勒托

Levin，Saul，索尔·莱文

Levy，Jacob，雅各布·利维

Levy-Bruhl，Lucien，吕西安·列维—布留尔

Lewy，Heinrich，海因里希·莱维

Liber，利伯尔

Libya（n），利比亚（语）

Linear A，A类线形文字

Linear B，B类线形文字

Lithuanian，立陶宛语

Lloyd，Alan，艾伦·埃劳德

Lloyd，G．E．R．，劳埃德

loan（ing）（linguistic），（语言学上的）借用

Loprieno，Antonio，安东尼奥·洛普列诺

Lorimer，H．L．，洛里默

Louis XIV，路易十四

Lucifer，路西法

lumpers，主合派

Luo，卢奥语

Luvian，卢维语

Lycia（n），利西亚（语）

Lydia（n），吕底亚（语）

Lyell，Charles，查尔斯·莱伊尔

Lykurgos，来库古



Macalister，R．A．S．，麦卡利斯特

Macedonian，马其顿语

Mallet，D．，马莱

Mallory，J．P．，马洛里

Manetho，曼涅托

Marr，Nikolai Yakovlevich，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

Martinet，André，安德烈·马蒂内

Masai，马塞族语

Masoretic System，马索拉抄本/体系

Masson，Emilia，伊米莉亚·马森

Masson，Michel，迈克尔·马森

Masson，Olivier，奥利维尔·马森

Matupi（cave），马图皮（洞穴）

Mayassis，S．，马亚西斯

Mayer，Maria-Louisa，玛利亚—路易莎·迈尔

Mayrhofer，Manfred，曼弗雷德·迈尔霍费尔

McCall，Daniel，丹尼尔·麦考尔

McGready，A．G．，麦格雷迪

Meillet，Antoine，安托万·梅耶

Meineke，August，奥古斯特·迈内克

Meinhof，Karl，卡尔·迈因霍夫

Melanesia，美拉尼西亚

Mellaart，James，詹姆斯·梅拉特

Mercury（planet），水星（行星）

Merkelbach，Reinhold，莱因霍尔德·默克尔巴赫

Meroë，Meroitic，麦罗埃、麦罗埃语

Merrilees，R．S．，梅里利斯

Mesolithic，中石器时代

Metonic Cycle，墨冬周期

Meyer，Eduard，爱德华·迈尔

microliths，细石器时代

Militarev，A．Yu，于·米利塔雷夫

Miller-Ockhuizen，Amanda，阿曼达·米勒—奥库伊赞

millet，小米

Min，敏

Minos，弥诺斯

Minotaur，弥诺陶

Miranda，Rocky，洛基·米兰达

Mitanni，米坦尼

Möller，Hermann，赫尔曼·穆勒

Momigliano，Arnaldo，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Mommsen，Theodore，特奥多尔·莫姆森

Mongols，蒙古人

Montes，Anna，安娜·蒙特斯

morphology，词法

Morpurgo-Davies，Anna，安娜·莫珀戈—戴维斯

Morris，Sarah，莎拉·莫里斯

Moses，摩西

Movers，F．C．，莫费斯

Müller，Karl Ottfried，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

Müller，Max，马克斯·缪勒

Murray，Gilbert，吉尔伯特·默雷

Muses，缪斯

Mushabian，穆沙比文化

Muss-Arnolt，W．，玛斯—阿诺特

Mylonas，G．E．，米洛纳斯



Nabta Playa，纳布塔沙漠盆地

Nadene，纳得内语

Nama，纳玛语

Natufan，纳图夫人/语

Naville，Eduard，爱德华·纳维尔

Neit（h），奈斯（埃及女神）

Neo-Grammarians，新语法学家

Neolithic，新石器时代的

Nephthys，奈芙蒂斯

Neptune，尼普顿

Nestor，涅斯托尔

Neumann，G．，纽曼

Newberry，Percy，珀西·纽伯瑞

New Guinea，Papua，新几内亚（巴布亚）

Niebuhr，Bartholdt，巴托尔德·尼布尔

Niemeier，W．-D．，尼迈尔

Niger，尼日尔

Niger-Congo（Kordofanian），尼日尔—刚果语（科尔多凡语）

Niger-Saharan，尼日尔—撒哈拉语

Nile Delta，尼罗河三角洲

Nilo-Saharan，尼罗—撒哈拉语

Nilsson，Martin，马丁·尼尔松

nisba，尼斯巴

Nitokris，奈托克里斯

Nonnos，农诺斯

Norman Conquest，诺曼征服

Norn，诺恩

Norse，挪威语

Nostratic，诺斯特拉语

Nougayrol，Jean，珍·诺该洛尔

Nuba，努巴语

Nubia，努比亚

Nubian，努比亚语

Nussbaum，Alan，阿兰·努斯鲍姆

Nuer，努尔人

nymphs，宁芙



Obenga，Théophile，泰奥菲勒·奥本加

Oita，俄伊塔

Olympus，奥林匹斯（山）

Omo，奥摩

Omotic，奥摩语

Onians，奥尼安斯

Onias，奥尼阿斯

onomatopoeia，拟声（词）

Orkney，奥克尼群岛

Orel，Vladimir，弗拉基米尔·奥廖尔

Osiris，奥西里斯

Osing，Jürgen，于尔根·奥辛

Osthoff，Hermann，赫尔曼·奥斯多夫

Ovid，奥维德



Palaic，巴莱语

Palladion，帕拉狄昂

Pallas，帕拉斯

Pallatino，Massimo，马西莫·帕拉丁诺

Palmer，Leonard R．，伦纳德·R．帕尔默

Panatheneia，泛雅典娜节

Parian Marble，帕罗斯碑

Park，Rosalind，罗莎琳德·帕克

Parthenon，帕特农神庙

Partridge，Eric，埃里克·帕特里奇

Pauly-Wissowa，保利—维索瓦

Pausanias，帕萨尼亚斯

Pedersen，Holgar，霍尔加尔·佩德森

Peisistratos，庇西特拉图

Pendlebury，J．D．S．，彭德尔伯里

Pennacchietti，Fabrizio，法布里齐奥·彭纳基耶蒂

Perpillou，Jean-Louis，让—路易斯·佩尔皮尤

Pettinato，Giovanni，乔万尼·佩蒂纳托

Pherekydes，斐勒库德斯

Phillipson，David，大卫·菲利普森

Philo of Byblos，毕布勒的斐洛

phonesthemics，音义联觉

Phrygia（n），弗里吉亚（语）

Pierce，Richard Holton，理查德·霍尔顿·皮尔斯

Pindar，品达

Plato，柏拉图

Pliny，普林尼

Plutarch，普鲁塔克

Pokorny，Julius，尤利乌斯·波科尔尼

Pompeius Trogus，庞贝·特罗古斯

Pope，Marvin，马文·蒲柏

Porphyry，波菲利

Poseidon，波塞冬

Pott，August Friedrich，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波特

pottery，陶器

prothetic vowels，词首增添元音

Ptah，普塔神

punctuated equilibria，间断平衡

Pyramid Texts，金字塔铭文

pyramids，Greek，希腊金字塔

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

Python，皮同



Quasimodo，Salvatore，塞尔瓦多·加西莫多

Qattara，盖塔拉



Rabin，Chaim，哈伊姆·拉宾

Rapallo，Umberto，翁贝托·拉帕洛

Rask，Rasmus，拉斯穆斯·拉斯克

Ray，John，约翰·雷

RáRe，拉

Redford，Donald，唐纳德·莱德弗德

Rendsburg，Gary，加里·兰斯伯格

Renfrew，Colin，柯林·伦弗鲁

Resheph，雷瑟夫

Rhea，瑞亚

rhizomes，根状茎

Rift Valley，（东非）大裂谷

Ringe，Donald，唐纳德·林格

Robertson Smith，William，威廉·罗伯逊·史密斯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

Romance，罗曼语

Romany，吉卜赛语

Rome，罗马：埃及语痕迹（Egyptian traces in）；闪米特语痕迹（Semitic traces in）

Rössler，Otto，奥托·勒斯勒尔

rounded letters，圆形字母

Ruhlen，Merrit，梅里特·鲁伦

Russian，俄语

Ryckmans，Jacques，雅克·里克曼斯



Sabaeans，塞巴人

Sanchuniathon，桑库尼阿松

Sais，赛斯

Sampson，参孙

Sandawe，桑达韦语

Sandon，桑顿

Sands，Bonnie，邦妮·桑兹

Sanskrit，梵语

Sappho，萨福

Sardinia，撒丁岛

Sardis，撒尔迪斯

satyrs，萨提斯

Sauneron，Serge，塞尔格·索尼隆

Saussure，Ferdinand de，斐迪南·德·索绪尔

Scaliger，J．J．，斯卡利杰尔

scarab，圣甲虫（形宝石）

Schleicher，August，奥古斯特·施莱歇

Schlegel，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Schlötzer，A．L．，施勒策

Schulze，W．，舒尔茨

Schwabe，Calvin，卡尔文·施瓦贝

Schwyzer，Eduard，爱德华·施维茨

Scorpion（Pharoah），蝎子王

Semitic，闪米特语：名称起源（origin of name）；起源（origins）闪米特语和印欧语的关系（Semitic and Indo-European relationship）

Senwosret，森乌塞特

Servius，塞尔维乌斯

Seth，塞特

Sethe，Kurt，库尔特·泽特

Shevoroshkin，Vitaly，维塔利·施瓦洛士金

Shilluk，希鲁克人

Shnirelman，A．，施尼雷尔曼

Silius Italicus，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

Simon，Erika，艾瑞卡·西蒙

Siwa，锡瓦

Skeat，W．W．，斯基特

Slavonic（Old Church），斯拉夫语（旧教）

Somali，索马里语

Songhai，桑海人

Sophokles，索福克勒斯

sorghums，高粱

Sothic Calendar，天狼历

South Arabian，南阿拉伯语

Soviet Union，苏联

Spзt

Sparta，斯巴达

Spartans and Jews，斯巴达人和犹太人

Sphinx，斯芬克斯

Spiegelberg，Wilhelm，威廉·施皮格尔伯格

splitters，主分派

Stalin，Joseph，约瑟夫·斯大林

Starostin，Sergei，塞奇·斯塔罗斯京

Starr，Chester，切斯特·斯塔尔

Steiner，Richard，理查德·斯坦纳

Stephanus Byzantius，拜占庭的斯特法努斯

Stolbova，Olga，奥尔加·斯托尔博娃

Strabo，斯特拉博

Stracmans，Maria，玛利亚·施特拉克门斯

Stricker，B．H．，斯特里克

Sturtevant，Edgar，埃德加·斯特蒂文特

Stuart Jones，Henry，亨利·斯图尔特·琼斯

Sudan，苏丹

Sumerian，苏美尔语

Sutton，John，约翰·萨顿

Swadesh，Maurice，莫里斯·斯沃德什

Swahili，斯瓦希里语

Sybaris，锡巴里斯

Szemerényi，Oswald，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



Taillardat，Jean，让·塔亚尔达

Tainaron，泰纳隆

Takács，Gabor，加博·塔卡克斯

Tanit，塔尼特

Tanzania，坦桑尼亚

Taygetos，泰格图斯山

Tel Ed Daba’a，泰尔埃德代巴亚

Ten Cate，H．J．Houwink，H．J．霍温克·坦恩·凯特

Ténéré（an），提尼里（语）

Thebes，底比斯：埃及语（Egyptian）；希腊语（Greek）

Tḥnw

Theophrastos，泰奥弗拉斯托斯

Thera，锡拉岛

Theseus，忒修斯

Thesmorphoria，泰斯摩福里亚节

Thomason，Sarah Grey，萨拉·格雷·托马森

Thompson，Darcy W．，达西·W．汤普森

Thoth，透特

Thrace，色雷斯

Thucydides，修昔底徳

Thueris，透瑞斯，

Tiryns（ring），梯林斯（指环）

Tmt

Tocharian，吐火罗语

Tôd Treasure，透德宝藏

Trask，R．L．，R．L．特拉斯克

trees（linguistic），树状图（语言学的）

triconsonantal roots，三辅音词根

Troizen，特洛曾

Troy，特洛伊

Tsakonian，塔斯马尼亚语

Tucker，Archibald，阿奇博尔德·塔克

Tungus，通古斯语

Turkana Lake，图尔卡纳湖

Turkana，图尔卡纳

Turkish，土耳其语

Turnbull，Colin，柯林·特恩布尔

Tuthmosis III，图特摩斯三世

twin，孪生子/神

Tylor，E．B．，泰勒

Tyre，推罗

Tzetzes，J．，策策斯



Ugarit（ic），乌加里特（语）

Ukraine，乌克兰

Ullendorff，Edward，爱德华·乌兰多尔夫

Ulu Burun see Kas，乌鲁·布伦（见卡斯）

Uphill，Eric，埃里克·乌普希尔

Uralic，乌拉尔语

Uranos’ severed genitals，乌拉诺斯被切掉的生殖器

Uranos，乌拉诺斯

Urartu（ian），乌拉尔图（语）

Urheimat（concept），原始家园（观念）



Van Berchem D．，范贝尔尚

Van Windekens，A．J．，范文德肯斯

Varro，瓦罗

Ventris，Michael，迈克尔·文特里斯

Venus（planet），金星（行星）

Vermeule，Emily，埃米莉·弗穆尔

Virgil，维吉尔

Vycichl，Werner，维尔纳·维奇赫尔



Walcot，Peter，彼得·沃尔卡特

Wallfeld，J．，瓦尔菲尔德

Warren，Peter，彼得·沃伦

Watkins，Calvert，卡尔弗特·沃特金斯

Weingarten，Judith，朱迪斯·温加滕

Weinold，Götz，格茨·温霍尔德

Wells，H．G．，韦尔斯

Welsh，威尔士语

Wendorf，Fred，弗雷德·文多夫

West，Martin，马丁·韦斯特

West Semitic，defnition，西闪米特语的定义

Westbrook，Raymond，雷蒙德·韦斯特布鲁克

Wiedemann，Alfred，阿尔弗雷德·维德曼

Wilamowitz-Möllendorff U．v．，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

Willetts，Ronald，罗纳德·威利茨

Wolof，沃洛夫语

Worrell，W．H．，沃雷尔



Xanthos，赞瑟斯

Xhosa，科萨语

Xinjiang，新疆



Yukagir，尤卡基尔语



Zabkar，扎布卡尔

Zenodotos，芝诺多图斯

Zeus，宙斯

Zhongxue wei ti，中学为体

Zoroaster，琐罗亚斯德

Zulu，祖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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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numerals indicate volumes I or II of Black Athena. Unmarke
numbers refer to pages in this volume.

2001 refers to Black Athena Whites Back.

Numbers in round brackets () refer to items in Chantraine, Dictionn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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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and names in italics are not loans but cal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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